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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丛书》总 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前 言

农村发展是事关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大局问题。城乡一体化是世界各国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规律,农村社区是城乡一体化和农村发展的微观单元。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来,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农村社区建设也取得了显著进展。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是关乎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课题,一直是决策层和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随着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型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乡二元格局不断被打破,城乡互动一体化日益发展,在这一进程中,全国范围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和推进,为作为新农村建设载体的农村社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机遇。农村社区是联系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节点和纽带,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促进城乡共同繁荣、逐步
 缩小城乡差距和实现城乡协调一体化目标的现实选择,是广大农民参与现代化建设、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有效平台。目前,我国正处于着力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的新阶段,从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发展进程来看,在全国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大环境已经成熟。但是,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属于新生事物,虽发展较快,却面临诸多问题与困难,任务艰巨,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解决之道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价值。

本书试图从概念、历史经验、目标任务、建设模式和政策体系等方面构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分析框架,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如下:一是对社区、农村社区及相关概念进行厘清和界定,对农村社区的分类进行阐释,勾勒出中国农村社区的主要特征,从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新农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优化农村社区管理、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改善农民生活等方面,阐述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特征和重大意义,并对国内外有关农村社区及其建设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二是从时代要求、发展基础、国外经验、理论进展等方面阐述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背景和环境,选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建设的案例进行剖析,并从发展历程、成效、问题和未来趋势等方面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进行系统梳理。三是从理论基础、主导力量、主体力量、主要内容和目标体系上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进行设计,从人本、政府、重点、规划、分类、参与等方面设置农村社区的建设原则,提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思路。四是根据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设计农村社区建设的近、远期目标和任务体系,并从基础设施、服务体系、社会保障、社区文化、资源整合、社区参与、人才队伍等层面,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具体任务进行现状问题分析并探索解决对策。五是对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进行分类,分析主要建设模式的优缺点,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特点,提出我国未来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完善方向,强调不同类型区域应采取不同
 的建设模式,管理模式也应因地制宜。六是强调科学编制建设规划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首要支持内容,从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加大财政扶持、建立多元投入机制、完善土地政策及人才培育和体制机制等方面,探讨并建构农村社区建设政策体系框架。

本书与以往同类著作相比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兼有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特征。本书既按照学术研究的思维和范式对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严谨的学术探讨和研究,也结合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国情现实,从政府操作层面对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和政策体系框架进行了剖析和设计。二是突出实地调研,强调案例分析。在本书写作之前,课题组带着研究问题设计了调查问卷,展开了农村社区的实地调研,先后调研了河南、山东、陕西、湖北和北京的10个县(市、区)和数十个乡镇,地域上覆盖了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发展水平的三大地带,取得了丰富的田野调查资料,为本书研究内容和政策体系框架设计能够“接地气”奠定了丰富的案例样本基础。

本书的研究得到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课题“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建设研究”的支持,在课题研究和成书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济源市政府、青岛市城阳区委办、湖北省秭归县政府、陕西省神木市发改局等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和应用经济学院多位领导的关怀指导和同事的无私支持,谨在此向这些单位和个人表示诚挚的感谢!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著作和数据资料,笔者尽力标注引用,但仍不免挂一漏万,在此一并作谢和致歉,并恳请读者指正。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大力支持,感谢王晗霞老师为本书付梓付出的辛勤努力和给予的热忱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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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城乡一体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农村社区建设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微观支撑单元。我国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以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取得了巨大成效,农村社区建设也从概念走向实践,并有了显著进展。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乎国家的富强和社会的稳定,一直是理论界和决策层关注的重要课题。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加速,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格局不断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城乡互动、城乡融合直至城乡一体化的日益发展,在这一进程中,新农村建设的启动和在全国范围的推进,为作为新农村建设载体的农村社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和机遇。农村社区是联系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的节点和纽带,是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建设美丽乡村、促进城乡共同繁荣、逐步缩小城乡差
 距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的现实选择,是广大农民参与现代化建设、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有效平台。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尚处于初级阶段,是新生事物,但发展很快,同时面临诸多问题与困难,任务艰巨,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并且探索解决之道。本章将说明本书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展进行述评,阐述研究思路和方法,构建分析框架和设定研究内容。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协调城乡关系和推进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战略目标。伴随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城乡关系在转型中深刻变化,城乡对立分割的状态正在改变,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市场一体化成为现代化的巨大动力,农村社会的发展也处于快速变革之中。新时期,农村社区作为农村社会的基层组织单元,它的建设具有特定的环境背景和良好的机遇条件。

(一)统筹城乡发展,重塑城乡关系

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一个大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和客观规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的30年间,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户籍制度,从制度上分割了城乡关系。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和户籍制度的松动,城乡关系开始有所变化,但受发展惯性和传统因素影响,城乡发展差距依然日趋扩大。为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协调发展,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1]

 ,并在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将“统筹城乡发展”置于“五个统筹”之首
[2]

 ,十余年来一直谋求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谋求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重塑城乡关系。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2015年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3]

 ,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再一次强调“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4]

 。在国家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和连接城乡一体化进程重要结点的农村社区,被推上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舞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机遇,农村社区建设将成为重塑城乡关系、推进城乡融合的重要依托。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解决“三农”问题

2014年我国正式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对我国城镇化中长期发展目标路径进行了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对未来五年的城镇化
 和城乡发展给出了具体目标,“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二者都突出了变过去主要以物为本、偏向城市的传统城镇化为今后以人为本、城乡统筹的新型城镇化,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强调“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和“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
[5]

 。可见,新型城镇化致力于更好地解决“三农”问题,通过城镇化集约利用土地,为现代农业发展腾出更多空间资源,为农业生产规模化、机械化创造条件,农业现代化和农民生活水平将不断提高,与之对应,农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农村的生产服务由农民自我服务转向社会化服务,生产要素配置由原来的内部协调转向社会化市场,农民也将逐步从“家庭人”转变为“社会人”。在这种转变过程中,迫切需要一种有效的组织载体来承载这一转变任务,来搭建新型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间的桥梁,农村社区无疑是这种“载体”和“桥梁”的合适选择。

(三)坚持扶贫开发与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过70余年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来,我国的扶贫开发和攻坚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我国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高达2.5亿人,截至2019年末,我国贫困人口减至551万人。早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就设定了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17年中共十九大再一次明确了至2020年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当前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和农业的现代化,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和国家的现代化。为了补足这一“短板”,近几年,我国紧锣密鼓地推行了“精准扶贫”,进行扶贫的最后攻坚,以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扶贫开发与
 攻坚,以及防止脱贫后返贫,巩固扶贫成果,既要有国家宏观政策和项目工程的大力支持,也需要微观农村组织单元即农村社区的积极配合。

(四)推动新农村建设,改变农村面貌

我国自2005年以来,为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改变农村落后面貌,以及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大力推动新农村建设,在“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连续三个五年规划中都突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并设定了“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目标,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设立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我国农村地域分布宽广,各地区建设条件千差万别,建设模式各异,建设路径不同,建设重点也不一样,因此现实的新农村建设客观上需要有合理的抓手和依托,而农村社区以其联系城镇与乡村的灵活性,理所当然是新农村建设的最佳抓手和工作平台依托。

(五)城镇化、市场化推动,农村社会形态转变

改革开放后,伴随市场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由封闭转向开放,并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形态。以“小农经济”“守望相助”“熟人社会”“流动性差”等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村落,正在经历现代化的冲击和洗礼,市场经济、契约法治、先进技术、规模生产等现代化社会的特征逐渐渗透并在农村地区显现,农村的人口、资源、资金、信息、技术等经济要素加速流动,加强了农村与城镇的联系和互动,突破了自成体系、自我循环、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孤岛特征,农村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转变,资源配置逐步走向社会化、市场化,农民“社会人”的特征日益凸显,农村的经济范围和社会形态不断变迁,突破了原有传统乡村经济社会组织边界,在更大的地域空间建立关联,并与城镇的发展关系日益密切。这一
 变化客观上需要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与之对应。然而,旧有的村民自治组织以集体控制和占有资产(如土地)为基础,以封闭、排他为主要特征。伴随农村经济社会的变革和分化,上述集体掌控资产的村民自治基础被不断削弱或不复存在,外部的体制环境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原有的封闭型组织体系已难以满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生活为凝聚力的新型社区取代了以往以生产为基础的传统社区,成为现实的必然趋势。

(六)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需要微观农村组织

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农村就业模式和收入来源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镇,越来越多的农民转向非农产业,在农民的收入来源中,非农收入比例越来越大,生活水平总体上也不断提高。但不可否认,城乡差距依然悬殊,城乡二元结构并未得到根本改观,城乡分割的体制机制依然顽固地存在,这使得农村的公共服务供给依然不足,城乡居民并未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只要上述现象存在,我国城乡体制改革的任务就不能说已经完成,更不能说“三农”问题已经解决。事实上,目前我国破解这种城乡二元结构的任务还相当艰巨,需要从城乡双向切入来寻求破解之道。从城市角度,主要体现在“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大政策环境。从农村角度,破解途径既需要国家宏观政策的大力支持,也需要微观的农村组织抓手,农村社区就是这样的“抓手”。事实上,农村社区是农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连接结点,也是各种矛盾冲突交汇的地方,是政府开展农村各项事业和管理的工作组织基础,是衔接政府与农村民众的基本单元,担负着实现农村社会管理和促进农村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历史责任。总而言之,农村社区是农村社会建设的微观载体和基本组织单元,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必须依靠这个载体和单元。

农村发展是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大局问题。从上述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及其相
 关发展背景来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大环境已经成熟。目前,我国正处在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四化同步”发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阶段,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也在同步推进。在城乡一体化条件下,农村社区建设已成为城市社区之后的又一个研究重点,本书将重点研究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概念、历史经验、目标思路、主要任务、建设模式及政策体系。

二、研究意义

农村社区是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建设的基础单元和基本载体。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下建设农村社区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一)理论意义

我国在“十一五”期间启动新农村建设,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规划“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2017年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正式启动了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制度政策”。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战略内容。从五年规划、国家级区域规划和连续多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等中央政府文献来看,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倾斜或支持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政策,但关于这些政策如何才能真正地落实到解决“三农”问题,仍有许多重要课题有待研究和探索。显然,新农村建设和振兴乡村的主体和效益受体首先都是农民,那么如何调动农民建设新农村和振
 兴乡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这需要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农村社区作为农村居民的社会活动共同体,是建设新农村和振兴乡村的载体单元和基本机制,也可以说是基础性的制度设计。但关于这种制度和机制如何有效发挥作用,如何做到“精明”化,使农村社区成为推动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乃至城乡一体化的载体平台,还有许多理论问题需要深入分析研究。本书从理论上研究探讨这些问题,并试图从理论上对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框架性的指导。

(二)现实意义

研究农村社区建设对于优化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推进基层民主建设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优化农村社会治理体系

建设农村社区是我国新农村建设中实现社会管理的平台和基础。从行政管理和政令贯彻角度来看,我国权力体系的最下层是与农村经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的基层政府。伴随中央农村体制改革的推进(如取消农业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农业经营制度、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和农村社会治理制度等),基层政府已从原来的全能型、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的有限责任政府转变。这种转变意味着过去那种仅凭政府单兵突进和自身力量来管理农村基层社会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农村社会的管理适应新形势需要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是政府主导下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而农村社区建设可以在扩大农村生活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对象和范围的基础上,扩大农民参与农村治理的范围,调动农民参与农村治理的积极性、创造力和发挥农民在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激发农民的经济社会建设动力,使得农村社会治理、经济发展更加有序,实现治理、建设的良性循环。可见,研究城乡一体化进程下的农村社区建设,对于如何扩大农民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发展现代农村经济,完善农
 村公共服务体系,提升农村生活质量,让农村居民共享改革成果,创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农村社会共同体,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推动新型城镇化进程

新型城镇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我国的现实国情下,农村社区是农村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一环。通过对农村城镇化中农村社区建设的问题与对策进行研究,向农民传播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等现代理念,并以其为指导来提升农民素质,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完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推进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均等化公共服务,加快推动农村新型城镇化步伐。通过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为推进农民市民化提供政策支撑。就户籍人口而言,我国农村人口高于城镇人口,一方面,大量游离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需要市民化,另一方面,在农村地区的大量人口也将在新型城镇化下市民化。农民市民化意味着要让农民在深化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享有与城镇人口同等的社会保障和生活水平,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社区建设正是达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

3.推进农村地区基层民主建设

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把“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生活共同体”作为我国城乡社区建设的目标,中共十八大报告强调“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具体化,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也明确提出“加强农村群众性自治组织建设。完善农村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规范村民委员会等自治组织选举办法,健全民主决策程序”。农村社区是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基层民主建设的主要载体和基本平台,农村社区的建设和运转关系到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建设的实现。因此,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有助于城乡一体化、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条件下农村社区工作的有序推进,有助于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民主建设的有序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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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文献述评

国内外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研究都有很丰硕的成果,对农村社区建设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述评,对于我国新时期更好地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国外研究进展

国外关于农村社区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农村社区概念理论、社区治理模式与问题、社区建设与发展实践研究等方面,同时,国外学者也对中国农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一)关于农村社区的相关概念理论

国外有关社区的概念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学者对社会底层居民贫困生活和移民问题的研究。“社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87)出版的著作《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滕尼斯提出了“gemeinschaft”(共同体,即社区)的概念,首次将社区与社会(gensellschaft)进行了区分,认为社区是以共同的习俗和价值观念为基础的同质人口组成的紧密生活团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生活共同体,注重人际间休戚与共的关系(Ferdinand Tönnies,1887),
 其外延范围限于传统的乡村社区
[1]

 。195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查理斯·罗密斯(Charles Loomis)将滕尼斯的gemeinschaft译成community,意为“共同体”“团体”“联合”“社区”等。
[2]

 随着社会的变迁和研究的发展,社区的内涵也在不断拓展丰富,并因一国制度、地域习俗文化和学科视角差异而不同,社区内涵与外延呈多元化趋势。尽管如此,国外学者大体认可社区应具备社会互动、地理结构和共同关系等三种基本特征因素。伯纳德与桑德斯(Bernard and Sanders,1968)从地理结构角度用三个维度定义社区:社区是居住在特定地域的人口,是有地理界限并具有整合功能的社会系统,是具有地方自治特征的行动单元。
[3]

 从社会互动角度,格林(Green,1954)将社区定义为居民生活中互相关联和依赖的网络
[4]

 ;波斯顿(Poston,1953)认为社区居民具有各种共同兴趣和互助设施以及人际间的相知。
[5]

 从社区形成角度,罗吉斯等(1988)认为社区最初可能源于防御外敌的需要,源于人类对归属、地位和依从的需要,并通过建立社区来满足需要。
[6]

 斯特鲁普(Stroup,1952)从行动功能角度提出社区居民政治自治与共同致力于集体生活的满足
[7]

 ,布伦纳(Brunner,1955)也认为社区生活的动力在于发现共同利益及需要,并自行寻找解决办法
[8]

 。


 大家一般认为社区的概念是由德国学者滕尼斯(1887)提出,但农村社区的研究则发轫于美国。1915年威斯康星大学卡尔平(Calpin)教授发表了题为《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的农村社区研究报告,其被认为是美国也是全世界对农村社区进行研究的开端,他把农村社区看成是农产品交易的纽带,是由一个交易中心与周围散居的农户组成的,社区的范围就是交易中心的影响范围。西姆士(Simms)认为农村社区由众多毗邻的农家构成,它们具有相似的行为活动、相似的价值观念与信仰、相似的生产生活知识和欲望,强调社区的相同成分。桑德森(Sanderson)认为农村社区是一个存在各种组织制度、其居民具有交感关系的活动中心。
[9]

 之后,伴随1935年《农村社会学》杂志的创刊和1937年美国农村社会学学会的成立,农村社区研究也随之蓬勃发展。自193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社区研究一直是美国农村社会学研究的热点,内容涵盖农村组织、社会心理、人口及社区变迁等多个方面。但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至1970年代后,由于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农村人口急剧减少,工业文明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得农业发展走向工业化、专业化、规模化和组织化,导致农村社区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国外学者对社区的定义来看,其内涵丰富多样,这主要由不同学者、不同学科的研究视角以及不同地域受不同习俗、文化等特征影响所致。国外研究对农村社区界定的多元化表明,农村社区具有丰富的内涵特征,其发展演变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同地区的农村社区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模式,而且这些模式又是随技术进步和社会变迁而变化的。尽管如此,农村社区有其共同之处,主要体现在社区内存在社会交互、有一定地域边界和存在共同关系等方面,这些共性特征对于如何建设好农村社区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二)社区治理模式问题

美国学者理查德·C.博克斯(Richard C.Box,1998)考察了美国社区制度变迁和美国地方制度演进的历史,构建了21世纪美国社区新型治理模式,认为公民治理是新世纪的重要主题,公民是纳税人,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也是社区公共事务的重要管理者,应建立相应的组织使社区公民有渠道表达其对社区发展的利益诉求和愿望。选择何种社区治理模式取决于社区领导者的社区政策和发展态度,作为社区治理的参与者,公民要对社区的发展承担责任。
[10]

 爱波斯坦等(Epstein et al.,2007)认为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是在一定社区环境条件下,由公民参与、完成任务、效果测量等部分构成,并由其两两交叠形成社区的四种技能(skills):解决社区问题、效果的组织管理、公民享有社区发展成果和成果的社区治理。
[11]

 唐(Tang,2015)调查研究发现,中国广州、武汉和深圳“城中村”的社区治理模式由集体所有制股份公司起主导作用,是一种既不是农村社区也不是城市社区的独特社区治理模式。
[12]

 安德鲁(Andrew,2014)研究南澳大利亚州一小城镇的农村社区治理案例发现,该镇地方领导与农村社区治理间存在互动作用,地方领导与治理有时会有冲突,有时又承担中间调和的角色。
[13]

 诺曼等(Normann et al.,2012)研究挪威塞特河谷地区的两个农村社区治理问题后发现,应用地方网络资源的有效战略有助于农村社区保持可持续发展。
[14]




 从国外对社区治理模式的相关文献来看,社区治理模式各异,不同环境条件下采用的社区治理模式有可能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不管什么社区治理模式,都强调了公民参与、合作和社会网络资源的利用。

(三)社区建设与发展实践研究

社区建设是为了弥补社区功能的不足而进行的建设工作,着重于社区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等“硬件”的完善;社区发展强调现代化进程中人文关怀和良性人际网络等“软件”的构建。这两者是互融互促、互为条件的关系,在现实研究和实践操作中,两者往往可以互用。国外关于社区建设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覆盖面广泛,从设施建设到具体工程项目的影响,从经济、社会问题到卫生、生态、文化发展等领域。

斯坦尼斯拉夫等(Stanislav et al.,2016)通过调查问卷研究了捷克共和国的再生能源与农村社区发展的关系,并讨论了再生能源生产工程对地方人口质量的不良影响问题。
[15]

 朱莉等(Julie et al.,2016)讨论了文化艺术实践作为农村社区发展相关作用的问题,认为文化艺术主导的措施是目前普遍使用的农村发展战略,并通过英国东南部一个地区为期一年的艺术介入实验研究发现,文化艺术实践不仅是解决社区问题的工具,也是了解社区关系的途径。
[16]

 苏拉娅等(Soraya et al.,2016)研究了泰国农村社区有胆管癌发展风险人群的监测问题。
[17]

 李(Lee,2016)以韩国援助卢旺
 达农村发展工程为案例,分析了卢旺达农村社区发展的社区组织效应,并指出韩国在未来对外农村发展的国际合作支持中,应在农村社区开发项目中关注社区组织建设。
[18]

 阿格拉等(Aguera et al.,2015)对多米尼加共和国农村社区定量研究的案例表明,生态旅游和自然生态保护对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被人们认识到,并提倡将生态旅游作为该国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19]

 埃尔林等(Erling et al.,2016)从政策角度对纳米比亚地区的旅游与农村社区发展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发展旅游可以直接和间接地对农村社区的收入和就业产生积极影响,并成为农村社区脱贫的潜力因素。
[20]

 卢敦(Lodon,2012)认为构建合作型社区涉及诸多方面,如培育社会网络,为公民创建走到一起的自由空间,培育团体、组织,以及公民的建设性对话机制等。
[21]

 萨拉-安妮等(Sarah-Anne et al.,2015)研究了农村社区社会服务企业发展的问题,认为以创建农村社区为导向的服务提供商需要社区良好的服务能力和企业技能支撑。
[22]

 Uduak(2015)以尼日利亚的一个地区为案例区,研究并发现信息和通信技术对其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贡献和支持。
[23]

 克里斯普等(Crisp et al.,2016)从发展社会
 资产和实物资产两个角度探讨了英国社区经济发展问题,从社会资产角度而言,他认为邻域企业发展、信用联盟和社区货币对于社区脱贫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例如有证据表明发展邻域企业可以通过创造就业和增加收入来应对物质上的贫困问题,同时邻域企业还有助于通过减少社会孤立、提升融洽等解决非物质的贫困问题;社区信用联盟可通过低信用成本和其他金融服务来解决低收入社区的金融排斥问题。从实物资产角度来说,获得和管理社区资产可以通过创造就业或支持企业发展来改善社区物质贫困和福利问题。
[24]



从国外有关社区建设和发展研究的文献来看,其涉及范围相当广泛,且各领域都研究得较为深入。从其关注的议题来看,诸多学者对农村社区的支持性工程建设、文化建设、卫生、国际合作、社区旅游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社会网络建设等方面都有关注,因而对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研究较为系统全面。这无疑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是有启示意义的,社区建设既需要基础设施等硬件的建设,也需要文化等软件的建设,同时对社区的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亦不可忽视。

(四)对中国农村社区的研究

国外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美国传教士史密斯(Smith,1899)出版的著作Village
 Life
 in
 China
 :A
 Study
 in Sociology
 (《中国乡村生活》)
[25]

 ,他对当时中国村庄的观察非常细致,并在书中配有许多珍贵的照片,图文并茂,是国外学者以社会学视角研究中国村庄治理的第一部经典之作。之后,美国学者葛学
 溥(Kulp,1925)全方位地描述了广东省凤凰村村落,分析了该村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
[26]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巴克(Buck,1930,1937)花费12年调查了中国16 786个农场和38 256个农村家庭,研究分析了中国农场布置与土地利用、农村经营、耕地所有权、农村劳动力、农家人口与家庭以及生活情况,对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社区进行了多方面深入的分析。
[27]

 美国学者Duara(1988)对1900—1942年间的华北乡村做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从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提出并阐述了“国家政权建设”和“权力的文化网络”的概念,将政权、文化和乡村社会纳入统一框架,提出文化网络的社会组织在乡村社区治理中具有重要作用。
[28]

 斯金纳(Skinner)于1964—1965年发表的《中国农村中的市场和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的村庄结构和功能都不完整,构成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基层集镇,是一个包括约18个自然村在内的具有正六边形结构的基层市场共同体。
[29]

 弗里曼(Fryman)以河北饶阳县五公村为案例,深入探讨了1930—1960年间华北农村社会的变迁,分析了中国先后进行的改革对农村社会及农民带来的影响,也分析了传统文化在农村治理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村建设的关系。
[30]

 从新近研究来看,相关文献更为注重中国农村及其社区的治理、建设、生活方式变迁、卫生健康、社会服务、发展转型等问题。唐(2015)调查研究了中国广州、武汉和深圳三个代表性城市“城中村”社区治理问题,发现集体股份公司在社区治理中承担重要角色,因为公司与村民的经济社会福利
 有密切联系而承担了事实上的社区治理职责。这种社区模式是一种既非农村社区亦非城市社区的独特模式,并与中国碎片化的城市化规划相关联。
[31]

 与助等(Yosuke et al.,2016)对我国海南省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生活方式分异与居民健康属性分层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关系密切。
[32]

 朗等(Lang et al.,2016)研究了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城市内部农村社区转型发展问题,认为文化创意、公共参与、地方当局和社区规划有助于这类农村社区的转型。
[33]

 伴随社会转型或特殊事件发生后的农村社区发展问题也受到关注,如苏等(Su et al.,2016)通过访谈和调查方法对中国三清山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后,其重新安置的农村社区的民生可持续发展和文化遗产旅游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文化遗产旅游能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但民生如果仅依赖于此是不够的,还需要丰富民生改善途径。
[34]

 戴和谢(2016)以中国浙江省邱庄村为例讨论了集体所有制下农村社区中社会服务不平等问题,建议中国农村社区社会服务应该以公正为导向
[35]

 。吴等(Wu et al.,2015)讨论了在中国如何根据不同地区气候特点设计高舒适、低能耗的社区问题。
[36]



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社区的研究要比我国自身开展农村社区研究早很多,而且一百多年来基本没有间断,保持了较好的持续跟踪
 性研究。研究领域从最早关注农村村庄治理、个案调查,后来发展到对涵盖社区治理、建设、生活方式、健康卫生、社会服务、发展转型、影响因素机制等宽领域全方位的深入研究。研究模式和方法有个案解剖、大样本调查、农村社区影响因素及机制探索以及现代技术手段的应用。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村多视角、全方位的研究内容以及所使用的研究模式与方法,对于研究我国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建设问题无疑具有很好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二、国内研究进展

农村社区建设通常是农村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但近年来,随着国家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日益重视和新型城镇化下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区也引起了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关注,各学科从不同的视角探讨农村社区建设的相关理论和现实问题。通过调研相关文献,国内有关城乡一体化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社区建设的相关概念和内涵特征

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下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必须首先搞清楚城乡一体化、农村社区及其建设的概念和内涵特征。因此,学者们在研究农村社区问题时,通常会对城乡一体化和农村社区的概念与内涵、农村社区建设内容特征等方面进行界定和阐述。

1.城乡一体化的内涵

城乡一体化(urban-rural integration)概念早在1980年代就已经提出。我国是一个长期处于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的国家,消除城乡对立、促进城乡融合、推动城乡协调、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一直以来是我国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然而关于城乡一体化的概念界定,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并无统一结论。经济学角度,甄峰、黄朝永(1999)从区域经济发展规
 律和布局视角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指统一布局城乡经济,加强城乡经济协作,促进城乡分工优化、布局合理和协调发展,并最终取得总体最优经济效益;
[37]

 党国英(2016)从经济要素流动角度出发,认为城乡一体化主要是指城乡要素市场在城乡间实现统一,即除去涉及重要的社会公共利益而允许政府某种最低限度的干预之外,应打破现有土地、资本与劳动诸要素在城乡之间的壁垒,最大限度地实现市场对要素流动的决定性作用;
[38]

 社会学和人类学一般从城乡关系视角着眼来界定城乡一体化,比如,张雨林(1988)认为城乡一体化是打破城市和落后农村相互分割的壁垒,使城乡经济和社会生活紧密结合与协调发展,缩小差别,从而使城乡融为一体;
[39]

 曲福田(2011)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质,是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统一,解决城乡差距过大、半城市化等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全体人民共同参与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40]

 也有学者从生态系统角度界定,如伍新木(1990)认为城乡一体并非一种城乡无差别的境界,而是一种区域生态群落的合理分布,是生产、生活活动的空间合理分布,是一种区域生态经济良性平衡系统。
[41]

 从地理学角度,程必定(2013)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最高形态是城乡差距完全消失,城市与乡村地区只存在景观、产业及人口密度的差别,城市与乡村在经济、社会、文化上成为一个地域综合体。
[42]

 从系统综合角度看,魏后凯(2016)认为推进城乡一体化,应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与政府
 引导的双重调控作用,激发市场主体的内在活力和创新动力,有效促进城乡要素的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均衡配置,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和可持续机制,推动形成以城带乡、城乡一体、良性互动、共同繁荣的发展新格局,使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实现权利同等、生活同质、利益同享、生态同建、环境同治、城乡同荣的一体化目标。
[43]



通过梳理不同学者对城乡一体化概念与内涵的界定和阐述可知,角度不同,城乡一体化的内涵也存在差异或不同的侧重点。尽管如此,但共同点也十分明显,不同视角都突出了制度、体制因素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同时强调城乡一体化不等同于城乡一样化,城市和乡村应该有区别,城乡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变乡为城或变城为乡;城乡一体化发展应是城乡在经济上彼此分工,在政治上相互平等,在文化上各具特色,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区域整体。可见,基于城乡一体化的上述内涵特征,我国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进行的农村社区建设,应该迎合和适应这些内涵要求,与新型城镇化形成合力,共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即城乡居民共享现代化成果,实现权利同等、生活同质、利益同享、生态同建、环境同治、城乡共荣。

城乡一体化的内涵和目标,要求农村社区作为推进城乡一体化乡村一侧的基本单元,其建设应放到城乡一体化大局中来考虑。具体地讲,在地域空间上,农村社区建设应纳入城乡统筹规划,通过规划和建设使农村社区成为联系城乡和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单元节点。在经济发展上,促进农村社区成为沟通乡村与城市要素流通和产业发展的桥梁和据点。在组织治理上,强化农村社区成为城乡一体化网络联结的基本功能细胞。因此,城乡一体化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反过
 来,农村社区的建设又是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构件和重要一环,两者相得益彰。

2.农村社区的概念与内涵

农村社区是与城市社区相对应的概念,因此社区并非城市的专利。伴随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居民化、农村社区化将是必然趋势。事实上,我国从理论到实践,从国家高层到乡村基层,已经开始关注和建设农村社区了,因此农村社区已经成为学界研究农村问题的重要热点。

(1)农村社区概念在决策层的发展。

尽管官方决策层对农村社区关注已久,但农村社区真正出现在最高决策层文件里是近十余年的事情。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提出了“农村社区”和“城乡社区”的概念,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完整地提出“农村社区建设”概念,并明确要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2007年中共十七大再次对城乡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建设目标、为谁建设、靠谁建设、怎样建设给出了明确的决策指导。《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其中并付诸实施。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将城乡社区服务和治理建设列为民生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城乡社区的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治理改革等问题。2016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和治理建设纳入了规划予以落实。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2)学界对农村社区概念的认知。

人类最早是农耕社会,因此自人类出现之日起,作为社会生产生活“共同体”的农村社区就一直存在,尽管在不同时期其形式、范围和内涵会有差异。正因为此,对农村社区的认知,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给出的农村社区定义是: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农村社区是有广阔地域,居民聚集程度不高,以村或镇为活动中心,以从事农业活动为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44]

 费孝通(2006)认为农村社区是一种礼治秩序和无为政治,是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其基层社会结构是由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
[45]

 蔡禾(2005)认为农村社区是指居民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区域共同体。
[46]

 徐勇(2007)认为农村社区是通过改善人们生存环境,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生活需要,提升人们生活质量,以此建构人们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形成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
[47]

 朱启臻等(2008)认为农村社区是指农村居民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区域共同体,具有地域广阔、社会结构简单、人口同质性高、社会流动缓慢等特点。
[48]

 夏周青(2010)认为按综合标准可将社区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我国农村社区的主要形态有村落、集镇、集镇区三种类型。
[49]

 詹成付(2008)
[50]

 、师坚毅(2010)
[51]

 认为农村社区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其
 内涵要点包括社会实体性、多重功能性、主体是农村居民、基础性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等方面。胡宗山(2008)认为农村社区没有统一边界范围,从实践来看,有的是自然村落,有的是行政村,还有的是农村集镇。
[52]

 王霄(2008)定义农村社区为聚居在自然村或中心自然村带分散小村落范围内的人们所结成的社会共同体,并认为农村社区是一种行业构成区域、一种人文生态构成区域、一种社会文化构成区域、一种由基层行政区施行管理的政治区域。
[53]

 杨世松(2012)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就是指“打破原有的村庄界限,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村或行政村,经过统一规划,按照统一要求,在一定期限内搬迁合并,统一建设新的居民住房和服务设施,统一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组建成新的农民生产生活共同体(也称为‘中心村’),形成农村新的居住模式、服务管理模式和产业格局。”
[54]

 高磊(2018)认为,“新型农村社区是集中建设规划的农村居民点,具备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符合农民生产生活模式的农村新型聚落形态。”
[55]

 陈荣卓、刘亚楠(2019)认为农村社区是推动乡村社会健康、和谐、有序发展的乡村社会重要单元形态。
[56]



从不同学者对农村社区的概念内涵界定来看,尽管对其具体定义理解有别,但大体上都包含了地域范围、交往关系和功能价值三个要素,也就是说农村社区是一个以共同居住的地域空间为基础,具有共同的社会联系和价值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各概念诠释的共同之处也是明显的,比如,都把农村社区当作一个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都认为农村社区由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村居民构成,都
 认为农村社区具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功能,都认为农村社区是农村治理的最基层单元,都认为农村社区是不断发生动态变化的,尽管比较缓慢。学界对农村社区多视角的观点对我们多方面理解农村社区的内涵及其特征,进而为丰富农村社区建设内容和有针对性地提出农村社区建设措施有帮助。

3.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与特征

农村社区的内涵是通过农村社区建设来实现的。然而与农村社区的概念内涵类似,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定义及其应该包括哪些内容及其特征,学界也存在不一致的观点。陈百明(2000)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是对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农村实施重新规划与建设,即通过农村社区更新,协调社区内部各种要素关系及其与外部环境的联系,合理配置自然、经济和社会资源,全方位改善农村社区环境,塑造新的农村社区景观,形成新的农村社区功能。
[57]

 詹成付(2008)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就是要发挥党政主导作用和农民主体作用,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和利益诉求,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
[58]

 潘屹(2009)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包括建立健全新型农村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和农村社区文化三大内容。
[59]

 师坚毅(2010)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主要是指在党政领导下动员各方力量,整合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合力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他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具有整合性、综合性、社会性、地域性和计划性等特征。
[60]

 农村社区建设,既不等同于村庄翻新,也不是简单的人口聚居,而是通过新社区建设,改变农民生
 活和生产方式,提升农民生活质量,集约节约用地,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就业,加快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享受到跟城里人一样的公共服务,过上像城里人那样的生活,共享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杨世松,2012)。
[61]



罗筱玉(2006)对村落社区建设进行了研究,指出村落社区建设是在农村自然村落组织,依靠村落社区力量,整合村落社区资源,强化村落社区功能,解决村落社区问题,深化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稳定,促进村落社区各项事业的协调、健康发展,不断提高村落社区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过程。
[62]

 郭素玲(2014)通过对河南省某市的调查发现,社区所处地域不同,居民对农村社区建设的需求会有差别;产业集聚区更有利于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业化、产业化,是带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支撑。经调查发现,凡周边有更多企业、能够解决居民就业问题的地方,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方面也更容易。
[63]

 刘智勇和贾先文(2018)从经济视角出发,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经济的连接,是社区经济共同体建设,要顺应市场经济需要,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集体化与规模化需要,强调社区农民的合作,在尊重农民个体产权基础上自愿联合发展合作经济。
[64]



上述研究或从理论或从实践阐述了农村社区建设所涵盖的内容及特征,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农村社区建设内容的理解也有差别,但其共性特征是把农村社区当成一个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这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尽管不同地域的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具体环境条件千差万别,但其内核就是要打造符合国家新型城镇
 化、新型城乡关系大趋势下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这是各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应遵守的基本内涵规定。同时也表明,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很强的实践性课题,在研究中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二)农村社区建设的动力

任何事物的运行和发展都有其动力机制。农村社区建设也不例外,尤其自身的动力机制作用。这种动力机制是指农村社区建设启动和发展的不同层级的推动力量,以及其产生、传输并发生作用的机理和方式。现有文献从不同层面对此进行了研究。朱勇(2007)认为社区建设动力可分为社区外推动力和社区内推动力,二者是外因和内因的关系,激发调控这两种推动力就是构建社区建设动力机制的过程,也是社区建设发展的过程。并认为应从组织领导、利益协调、生产服务、社区服务、文化规范建设等方面来构建农村社区建设动力机制。
[65]

 朱启臻等(2008)对农村社区发展动力进行了系统性研究,认为农村社区发展成功的关键在于如何充分挖掘和发挥社区内部资源和发展潜力,同时积极利用各项有利的外部因素,通过整合内外因素促进农村社区的全面发展。并从自组织理论的视角和对农村社区发展的典型案例分析,系统地研究了农村社区发展的动力机制。
[66]

 李长健和李昭畅(2008)认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在制度、市场、组织、文化等维度存在利益非和谐现象,并制约了农村社区建设,因此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和谐的视角构建了双重利益模式和谐互促,推动了从利益聚合到利益和谐的转变和农民个体利益实现的和谐动力机制的新思路。
[67]

 地方民政官员根据本地实践总结,认为社区建设动力的重点是通过文化纽带,增强村民认同感、
 凝聚力,用民主化管理机制争取社会和村民的认同与支持,用共同利益来激发、激活村民的活力和潜力,增强资源整合力,在组织动力上,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建立党组织,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激发村民在自治过程中的主体作用,进而推动社区的建设。
[68]

 与此类似,鲁可荣和朱启臻(2008)也认为应从社区成员利益出发,首先要激发社区成员的发展需求和欲望,其次要培养社区精英并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进而形成互助合作机制,形成社区的内聚力和合力。
[69]

 同样以经济发展为动力,崔伟(2010)认为建设农村社区经济圈,增加农民收入是推动农村社区发展和农村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动力源泉和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思路。
[70]

 于波(2013)针对农村社区居民在社区参与上存在选择偏好、区隔性以及参与意愿与实际行为不符等问题,认为社区建设的动力应着力于通过建构利益驱动机制、认同驱动机制和制度驱动机制来增强居民社区认同感和搭建社区参与制度平台。
[71]

 王晓梅等(2014)以农业大省河南省为例,研究提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动力在于财政能力、试点经验和农民意愿等方面。
[72]

 文琪和开华金(2015)针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主体多元化的现实,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动力是一个由政府、农民、市场与社会组织参与,能够整合与协调农村社区内外资源,改善社区环境与服务,提高社区生活水平质量,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综合发展的推动因素。
[73]

 佟伟铭和张平宇
 (2016)通过剖析吉林省陈家店村实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经验,发现该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自下而上模式的典型代表,以村委会为主要驱动力,通过整合村庄、土地、人口、产业等区域空间资源要素,积极带动村民就业转型,实现乡村振兴。
[74]

 唐建兵(2017)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发展动力已经从政府“顶层设计”转向注重“基层探索”,其动力包括外助力和内驱力两部分,前者包括政府支持、市场推动、第三部门帮助等,后者包括农民致富欲望、社区参与、精英示范带动、社区文化内聚等。实践中应整合两种驱动力推动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
[75]



尽管各类文献研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动力的视角不同,但总体上有两大特点,一是都认同把政府的引导与推动作为主导力量,建立相关的推进制度,同时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突出以经济利益激励社区成员积极参与社区的各类活动和建设行动,提高社区的凝聚力和合作效度。二是普遍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注重整合社区内外资源来促进社区发展。由于我国地域广阔,地区差异巨大,不同地区农村社区所处的发展条件和阶段不同,面临的环境和问题千差万别,其建设动力的来源、性质、强弱等也各有特点。这表明各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动力的构建没有统一的模式,需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来培育和发展其建设动力。

(三)农村社区建设模式问题

随着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由于区位、经济、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各地农村社区建设各有特点。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和模式来建设农村社区,关系到农村社区建设的成败,是农村社区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农村社区建设有无规
 律可循,有无模式可鉴,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问题。现有文献对此展开了诸多研究。王茂彦和李立新(2008)汇集各地农村社区建设的不同做法,归纳了胶南模式、南京模式、扬中模式、江西模式、杨林桥模式、永川模式等带有明显地域色彩的模式。
[76]

 戚学森(2008)通过对农村社区建设实践的探索,对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多村一社区等模式的建设进行了界定并给出了多个具体对应案例的介绍,并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社区建设标准进行了探讨。
[77]

 董玥玥(2013)深入分析了河南省荥阳市探索适合该市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子,并归纳了五种特色模式:引进社会资本参与模式、自我发展模式、村企联建模式、产业带动模式和异地搬迁模式,并总结了其建设经验,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提供了案例借鉴。
[78]

 王江等(2013)基于空间视角,从与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村文化相协调出发,将新型农村社区的空间建构放入农民群体传承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之中,研究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新型农村社区原型空间建构模式。
[79]

 袁方成和杨灿(2015)通过研究和概括我国地方农村社区建设的太仓“政社互动”模式、德州“两区同建”模式、温州“城乡统筹”模式、秭归“幸福村落”模式和青岛“社区社团化治理”模式等地方模式的经验,提出社区建设要规划引领、合理布局,居民区与产业区同步发展,均等公共服务,推动城乡一体,强化社区自治,创新多元主体的主张。
[80]



理论上探讨探索和创新适合本地区农村社区建设新模式,是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从上述研究来看,多数研究从我
 国各地农村社区建设的现实案例出发,对各地的建设模式进行了经验总结并概括提炼出具体的模式类型。各种建设模式虽各具特点,但都强调了因地制宜、规划引导、社区自治和多元参与等因素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影响。这为具体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也对研究创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具有启示意义。

(四)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与治理问题

农村社区的组织建设和治理模式也是学者们感兴趣的领域。朱启臻等(2008)阐述了农村社区组织的内涵,并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农民实现自身利益、发展农村生产力、建设新型农民等方面论述了农村社区组织建设的重要性,论证了农村社区组织是整合农村社区发展各种内外部力量的必然途径。
[81]

 董进才(2014)认为,城镇化、户籍改革、社会组织发展和取消农业税费改变了农村基层社会的组织建设和治理基础,农村社区需要创立新的协同治理模式,吸纳社会组织参与决策、监督和服务,并结合农村社区的自身特点规划实施途径。
[82]

 李晓燕和岳经纶(2014)以经济发达的广东省农村社区建设为例,强调应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议事会决策社区事务,来推动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和治理。
[83]

 农村社区建设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关系紧密,并且是后者的主体内容之一;农村社区建设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息息相关,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经勇,2014)。
[84]

 丁宁宁等(2015)研究了不同农村社区制度变迁中的关键因素和治理模式,利用多案
 例对比方法,将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制度选择归纳为代理型自治、竞争型自治、操作型自治和行政供给四种模式。
[85]

 庄龙玉(2018)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经历了集权式、放权式和赋权式三种治理模式演变,客观上要求治理方式也应从政府包办到参与共建、从封闭区隔到开放共享的转变。在新时代下,农村社区治理应实现治理主体的重构与联动机制的健全,在完善基层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和调动农民的参与意愿,以夯实农村社区治理的基层基础。
[86]

 郭苏建和王鹏翔(2018)认为目前如何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自上而下的传统管理模式在现代农村社区治理中具有局限性。通过对湖北省某农村社区的实证分析发现,将治理机制理论引入农村社区建设,对于推动社区治理模式转型升级具有显著成效。
[87]



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与治理模式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有文献既有理论的探讨,也有对现实案例的分析,尽管视角各异,但观点在大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农村社区组织是整合内部资源的力量和平台;随着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变化,农村社区的组织建设和治理模式应该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和创新;组织建设和治理模式要激发农民的参与共建,夯实基层基础。新时代下农村社区建设转型依然存在组织建设和治理模式适应性与优化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

三、评述

伴随全球城市化的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总体趋势不可逆转,我
 国也不例外,在此过程中,农村社区建设处于加速转型阶段,面临着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同时内部条件也因为各地地理区位、经济条件、文化习俗等因素千差万别。正因为此,激起了国内外对农村社区研究的广泛兴趣。综观国内外研究脉络,第一,都关注了农村社区相关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以确定研究问题的边界和理论框架;第二,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模式是共同关注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社区建设的成败;第三,都注重农村社区现实案例的探索和剖析,只有通过实际案例研究才能抽象概括农村社区建设的一般理论并检验理论指导实践的可行性;第四,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应该组织化。上述国内外进展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方法启示。但现有研究仍有不足之处,一是目前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相关概念仍未形成一致的认识,对农村社区建设也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案例的分析归纳多于理论体系的阐发;二是农村社区建设背景和历史经验探讨还较为零散,缺乏系统性;三是对新时代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战略思路、目标任务尚不甚明晰;四是对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缺乏系统归类,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发展方向和相关支持政策探讨不多且不充分。

基于以上国内外研究的进展和不足,本书的研究内容设定如下:一是对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概念进行梳理,并对我国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与范畴予以阐述;二是介绍农村社区建设的时代背景,总结基本历史经验,并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历程、成效、问题和趋势进行阐述;三是基于以上研究提出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战略思路和目标任务;四是对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进行系统性分析并探讨新时期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发展方向;五是对如何进一步推进我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提出相关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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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概念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党和政府对我国“三农”问题高度重视,而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着力点是推进新农村社区建设。进行农村社区建设,首先应该了解农村社区、农村社区建设等基本概念的含义以及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与范围。基于此,本章首先阐述农村社区的概念、发展、功能、特征及分类,进而剖析我国推进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与范畴。





第一节　社区与农村社区

农村社区作为社区的一种类型,虽然在学术界讨论得较早,但在我国政府操作层面出现的时间并
 不长。中央文件中正式出现“农村社区”的概念是在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至今已有十余年时间。有关农村社区及其建设的问题近几年讨论和研究得较多,但观点与看法各异,尚未形成统一意见,为了便于后续的分析与讨论,这里先对社区、农村社区的概念、功能、特征和分类进行界定和归纳。

一、社区的概念与发展

(一)社区的概念

一般认为,社区的概念最早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年的著作《社区与社会》。在该著作中,滕尼斯提出社区(community)是指具有共同习俗、共同文化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同质人口所构成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
[1]

 自滕尼斯开始,人们通常将社区视为一种“共同体”,对这种共同体的解释虽然各种各样,但一定地域、共同纽带、社会交往以及意识认同等普遍被认为是一个社区或共同体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
[2]

 这种社区是一种历史范畴,是经过长期历史文化过程自然形成的,具有独特而统一的人文传统与精神。国外的社区和传统意义上的社区大多是从这种意义上界定的。根据西方学术界的观点,社区要具备三个要素,即人群要素、自然物质要素和文化要素,这些要素在特定地域的有机结合就构成了一个现实的社区。
[3]



我国现在提的社区与此有所不同,城市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更多的情况下主要是指法定规划的社区,现今城市社区的地域范围一般是经过社区体制改革
 后进行规模调整的居民委员会辖区。这种定位综合考虑了社区人口规模、资源状况、地域边界、利于自治等因素。

(二)社区的发展

早在社区这一概念形成之前,社区这种重要的人类社会生活现象就已经存在。作为历史范畴,社区是农业发展的产物。在远古游牧社会中,居民无固定住地,那时游牧氏族部落只是具有生活共同体性质的一种社会群体,不是现在所说的社区。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人口在某个地区定居,出现了村庄这样一种社区。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继续发展,在广大乡村间又出现了城镇社区。产业革命后,伴随人口的快速聚集和城市化,人类社区进入城市化进程,城市社区数量日益增多,与传统农业社会下的社区不同,城市社区的经济基础、规模范围与结构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许多大城市、大都会社区不断涌现。

在我国,伴随社区在类型和规模上的发展,社区的结构和功能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按照以往的传统,一个村庄、一个城镇或者一个城市都有确定的地域范围和边界。例如,一个完整农村社区的地域范围通常是以其村民聚居点为中心,由该中心将其辐射到附近的各种服务功能极限点联结起来,构成该社区的地理区域;而一个完整城市社区的地域范围通常是由其市区和包括若干小城镇及乡村的郊区构成的。每个社区都有一定的为其区域和成员服务的制度、机构和设施,每个社区都设有商店、学校、工厂、政府机关、医疗单位、群众团体等服务性设施与机构。这种设施与机构的“服务地区”就形成了该社区的疆界。

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地方社会的社区的地方性差异逐渐缩小。随着现代传播方式如广播、电视、电话、网络的普及,国家义务教育的推行,户籍制度的松动,各地人口流动增加,各社区间在规范、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模式上的差异程度不断降低。社区的许多地方性功能已为“大社会”的普遍统一功能所
 取代,不同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似性多于相异性。随着大城市、大都会的快速崛起,社区的地域疆界也渐次由分明转向模糊。比如一个大城市之前包含若干个相对独立的社区,但由于市政府的机构设置和行政区划则又可能使各社区原有的地域分界与行政区划不一致。长期以来,我国社区居民一般在本社区内就业谋生,但改革开放后,这种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现代社区的许多居民的工作地点并不在本社区中。因此,社区成员除了具有当地居民的共同利益,还具有从社区以外谋取发展的不同利益。显然,这种情形从社会纽带和社会交往上突破了社区地域疆界的限定性。另外,地方社区里的工厂、商店、社会团体、政治组织、企事业单位及社区成员可能属于大地域范围和高等级别组织结构的下属单位、分支机构,其决策与行为主要受其本系统上级组织的主导,而不受或少受当地社区的影响。因而,作为地方社会的社区,其自主性也被削弱。

二、农村社区及其与城市社区的异同

(一)农村社区的概念

科学界定和理解农村社区的概念是本书的起点和工作基础。目前关于农村社区的概念,不同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詹成付(2008)
[4]

 和师坚毅(2010)
[5]

 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农村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该定义强调了农村社区的地域边界和生产方式。王云斌(2008)认为农村社区是指聚居在同一自然村或中心村周边小村落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6]

 王霄(2008)从社会
 学角度也给出了几乎与之相同的定义。
[7]

 该定义强调了农村社区内容中的村落结构。唐忠新(2008)认为农村社区是不同于城市社区的另一类社区类型,是以农村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区。
[8]

 他强调了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区别及其基础的生产方式。朱启臻等(2008)认为农村社区是指农村居民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社会区域共同体
[9]

 ,强调了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来源。项继权(2009)认为农村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且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规划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和规划的意义。
[10]

 尽管学界对农村社区这一概念的理解有一定偏差且侧重点不同,但聚居特征、农业生产方式、主体为农村居民、社会生活共同体等是各学者对农村社区概念界定的共同内涵特征。

从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农村社区概念以来国家发布的有关官方正式文件来看,尽管农村社区一词出现的频度很高,但并没有给出农村社区这一概念的权威定义。鉴于此,根据学界对农村社区概念的讨论,结合官方正式文件中有关农村社区及其相关内容的阐述以及研究的实际需要,我们对农村社区做出如下界定: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行政村和现代城市社区而言的,是指在一定地域范围聚居、具有一定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农村人口群体,是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结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理解农村社区的基本含义应把握以下几个要点。

(1)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行政村和现代城市社区的概念。

相对传统行政村而言,农村社区是一个比行政村体制更具有弹
 性的制度平台,传统行政村的行政与管理一般是由乡镇政府派出机构或类似组织来进行,与上级政府构成事实上的行政隶属关系,注重的是生产管理和执行上级政府部门下派的行政性任务。而农村社区与上级政府间是一种指导与协助的关系,一般不存在隶属关系,强调社区自治管理,注重的是生活管理,它围绕如何形成新型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构建,注重通过整合资源、完善服务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凝聚力和认同感。

相对城市社区而言,农村社区的主体是农民,从事的基础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人口居住密度低,聚居规模也较小,具有农村、林村、牧村、渔村等多元类型,血缘、地缘关系发挥基础性作用。这些都与城市社区不同。

(2)农村社区是一个社会实体和相对完整的社会结构体系。

农村社区既包括由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构成的社区群体和组织及其相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也包括一定地域范围内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所需要的生产与生活资料。在范围上,任何农村社区都是农村社会的组成部分和基本单元。事实上,整个农村社会是由不同类型、规模的农村社区所构成的社会结构体系。

(3)农村社区的主体是农村居民。

农村居民是农村社区生产、生活、建设与管理的主体,因而农村社区建设主要是为农村居民提供良好的服务,要尊重农村居民的主体地位,发挥农村居民的主体作用。

(4)农业生产是农村社区的基础性经济活动。

与城市社区的劳动人口主要从事二三产业活动不同,农村社区的基础性经济活动是农业生产。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也会发生变化,一些农村社区居民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情形越来越多,但总体上农业生产依然是农村社区的基本经济活动,也是发展其他非农产业的基础。

(5)农村社区具有多元功能。

我国的农村社区,既要发挥组织、协调、管理生产等经济功
 能,也要承担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建立和发展各类社区组织,推进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等政治职能,还要担负教育、文化、体育、治安、维稳等文化、社会功能。

(二)农村社区的功能与特征

1.农村社区的功能

根据上述农村社区的概念要点,结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目标和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并结合我国农村社区的情况,总体来看,农村社区在功能定位上可归结为建设、管理和服务三个方面。其中建设是社区发展物质基础硬件层面的内容,管理和服务则是社区发展软件层面的内容。具体来讲,农村社区至少具备以下几大功能,即经济发展功能、政治与管理功能、生产生活服务功能、文化服务功能、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功能。

(1)经济发展功能。

农村社区作为农村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地域社会共同体,其重要功能就是发挥其组织、协调、管理生产经营活动的作用,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农民收入,减少农村贫困,带领农民致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2)政治与管理功能。

在党和政府各种方针政策的基层贯彻执行,村民合法权益的维护,各类社区组织的构建,村民自治和基层民主的推进等方面,农村社区都承担着重要功能。

(3)生产生活服务功能。

农村社区作为农村居民长期进行生产活动与生活的共同体,应
 该满足社区居民的各种生产生活服务需求,如农业生产中的互助与合作、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亲友邻里之间的互助与支撑、社区五保户的集体救济与赡养等。

(4)文化服务功能。

主要表现为农村社区担负着发展教育事业、组织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组织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等功能。

(5)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功能。

随着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对农村地区管理体制的改革,农村社区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逐渐体现,其作为中间平台将地方政府和社区居民连接起来,将政府提供的公共管理与服务和社区自我管理衔接起来。具体而言,农村社区具有维护本社区的治安秩序、调解民间纠纷、管理计划生育、维护社区社会稳定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社会建设功能方面,农村社区组织承担依法办理本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发展本社区的社区保障和福利事业等功能。

2.农村社区的基本特征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农村社区具有下列基本特征。

(1)受地缘关系和地域自然环境影响深刻。

受地缘关系和地域自然环境影响甚至支配是农村社区的一个显著特征。农村聚落有其特定空间范围限定性,受自然环境影响,农业类型具有强烈的地域性,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地缘色彩也很浓厚。村落作为我国农村社区的基本单位,其形态与规模受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地貌、地形、水文、物产、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影响深刻,例如平原地区的普通农村村落、黄土高原的窑洞村落、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的帐篷村落,就显示了不同自然环境下的显著地域特征。我国南方山区由于丘陵迭起、地势不平、道路狭窄等原因,村落规模相对较小;而北方地势平坦、道路宽敞、畜力丰富,村落规模一般较大,从而形成不同地域特色的农村自然景观。

(2)人口密度低、人口流动率低、人口同质性高。

与地域特征相联系,虽然我国农村人口绝对数量庞大,但由于
 我国幅员辽阔,农村人口散居在广大的地域上,人口密度相对较低,流动率也较低。如果人口密度提高,其职业必然分化,形成集镇或城镇,这时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了。在农村,主要经济活动就是农业生产,由于职业稳定、交通不便利、文化不发达,农村居民通常移动范围小且频率低,社会生活相对比较定型,人口同质性高。

(3)经济特征上表现为农业是基本产业。

农业是历史最悠久的产业,也是农村经济的基础与主体。农业经济的特点是直接受自然界要素的影响,土地、河流、海洋、气候、地形、光照、动植物等各种自然要素既是农业生产的影响因素,也是农业发展的依靠因素。农业生产在很长时期内都主要依赖自然的生产能力,因此,生产技术落后,经济活动比较简单,商品经济不发达,自然经济比重较高。当然,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和生产条件的改善,通过机械化、人工水利设施建设、化肥农业施用等技术手段,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但在中国,由于耕地资源缺乏,人口众多,机械化程度低,故而农业对自然的依赖程度依然很高,农业作为农村基本产业的特性并未改变。

(4)家庭功能突出。

从组织上看,家庭是农村社区组织的主要构成单位,也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担负了生育、赡养、消费、文化娱乐等多项功能。工业领域由于技术进步和各种机器的使用,摧毁了家庭手工业的组织形式,但在农业生产领域,家庭农业经营依然是主要形式。即使是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一样,比如日本有家庭农场400多万个,占该国农场及农业企业数的90%以上,加拿大也是91.5%的农场为家庭所有,现代农业最发达的美国也多是家庭经营农业生产。
[11]

 我国改革开放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家庭
 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而且由于家庭地位的重要性,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社区组织也往往把家庭视为承担任务的单位,并不直接论及个人。尤其像家庭、邻里、合作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等,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构建的。因此家庭是农村社区的基本构成单位。

(5)血缘、邻里关系具有基础性作用。

血缘关系是人类最原始的社会关系。传统农村社区具有“血缘群体”的社会关系特征,血缘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根据亲属关系来决定。
[12]

 由于传统农村自然经济的特点,家庭成为基本生产单位和初级的农村组织,为了抵御自然风险和社会动乱,从生产和社会的双重需要出发,家庭就会结成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在农村往往是血缘群体。另外,由于人口迁徙,不同血缘的人们逐渐杂居,破坏了单纯的血缘关系,加之为应付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单靠血缘关系已显得力量单薄,这时邻里关系的作用得到了发挥,是血缘关系的一种补充,并与血缘关系一起构成了农村社区具有基础性作用的社会关系。事实上,凡农民遇到生产、生活困难时,亲族、邻里往往是他们求助的对象。这表明,血缘和邻里关系是农村社区的社会支持系统,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三)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异同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可统称城乡社区,作为社区的两大类别,它们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1.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相同点

从不同角度来考察,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有以下几方面具有相同点:

(1)城乡社区都是一定地域的社会共同体。

尽管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存在人口所从事的产业、居住方式、
 空间分布形态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但从社会组织形式来看,它们都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共同体。城市社区一般是街巷、里弄,或者法定和规划区域内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一般是自然村、行政村、集镇等自然型的农村区域内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二者均以聚居人群共建、共享区内社会设施、服务和文化为共同特征。

(2)城乡社区都具有社区的六大基本属性。

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同作为社区,都具有社区的六个基本属性。包括:

地域属性。即社区范围的定位,城乡社区都有其特定的地域空间,有一定的边界,是社区内人们生活和开展社会活动的基本空间。

人口属性。社区概念本身就是地域与人口的结合。城乡社区都有居住在其范围内的居民,以区别于其他群体,如俱乐部、公民社团等。社区内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构成分布和流动状况等特征都是城乡社区开展社区工作的重要依据。

组织结构属性。组织结构是指社区内各种社区群体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及其构成方式。城乡社区都有其组织结构,比如家庭、邻里、商业企业组织、党政机关、社区居(村)委会以及其他社会团体和事业单位。当然,不同的城乡社区其组织结构的层级、种类、数量、网络关系等方面会有差别。

社会心理属性。农村社区或是城市社区,在同一社区内生活的人们在生活习惯、行为方式等方面都具有相似性,社区成员对社区会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这是城乡社区的共同社会心理属性。

规则体系属性。城乡社区都有为协调区内不同组织和成员而制定的规章制度、行为准则等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体系是城乡社区开展社区工作的基本指导原则。

物质基础属性。即城乡社区运行都必须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既有技术性物质基础如社区内的供水排水、道路、路灯等系统,也
 有社会性物质基础如社区公共组织办公场所、社区服务设施、办公设备、活动经费、文化体育设施等。这些物质基础是城乡社区得以存在的基础平台。当然,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相比,在很多方面可能存在差距。

(3)城乡社区建设的目标与原则具有共同性。

从建设目标来讲,在我国,城乡社区建设的共同目标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会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从建设原则来看,城乡社区应坚持一些共同的基本原则,主要包括:以人为本、服务居(村)民;资源共享、共驻共建;责权统一、管理有序;扩大民主、居(村)民自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等。

(4)城乡社区建设面临共同的任务内容。

城乡社区建设有其共同的基本任务,可概括为“建设社区、管理社区和培育社区”三个方面。

建设社区。包括建设社区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生活保障体系。一个城乡社区的形成与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设施和基本生产生活保障体系。当然,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二者对建设的需求程度有差别。

管理社区。包括基层直接民主与自我管理,实际上就是城乡社区自治体系。管理社区涉及居(村)委会等社区组织机构的建立及其开展的各项工作,既包括全社区层面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包括居(村)民参与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和自我约束,还包括居(村)民自治中的人事自治、财务自治、服务自治、管理自治和教育自治等。

培育社区。即培育社区共同体和精神文化体系。社区与街区、村庄的重要区别就是该社区有着共同体精神。这种共同体精神是城乡社区都要培育的。


 (5)城乡社区的发展有趋同愿景。

在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城乡社区的发展尽管有着各种差异,但从趋势上讲,具有趋同收敛的趋势。一方面,城市社区的各种功能和服务不断完善,向更高阶段发展;另一方面,农村社区的功能和服务也在不断提升,与时俱进,各种物质性基础设施和社会性基础设施所构成的平台系统持续改善,与城市社区的差距有缩小的趋势,比如我国苏南一些农村地区的社区建设水平与城市社区已差别很小。因而,城乡社区发展的趋同是未来共同的愿景。当然,由于地域、自然、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差别,完全趋同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其总趋势不会改变。

2.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不同点

就我国而言,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条件的差异,决定了城乡社区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

(1)城乡社区诞生的时代背景不同。

1990年代初,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转型,单位制逐步走向解体,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个体、私营从业人员以及流动人员越来越多,下岗失业人员、离退休人员也显著增多,增加了城市基层管理的任务,传统的单位制管理体制不堪其责;与此同时,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力量也逐渐发育和成长起来,政府不能再采取包办的方式,将触角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面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形势、新任务,为了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城市社区成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基本单元。1990年代以后,由国家民政部倡导的社区建设作为一项重塑基层社会的综合性改革工程,在中国广大城市逐步推开。1999年民政部启动了“全国社区建设试验区”的试点工作,确定了26个城区作为国家级试验区,2000年民政部制定了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2001年民政部发布《关于印发<全国城市社区建设示范活动指导纲要>的通知》,推进了“创建全国社区建设示范
 市、区”的口号,城市社区进入普遍推广阶段。

与城市社区的早起步相比,我国现代农村社区建设直到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才首次被完整提出。农村社区是在农村社会内在变迁和统筹城乡社会发展及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的多重需求压力下诞生的。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缩小我国城乡差距、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举措。

(2)农村社区较城市社区形式上更为多元化。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不同村庄在产业结构、职业结构、经济实力、人口构成、思想观念以及社会关系等方面发生了迅速分化,完全同一的中国农村已不复存在,形成了特点鲜明、种类多样的农村。农村社区的多元化特征,就产业发展而言,既有以二三产业为主的农村,也有以传统农业为主的农村;就集体经济发展程度而言,既有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又有集体经济较差甚至没有集体经济的农村;就产业形式而言,既有农业、牧业、渔业等传统产业农村,又有工业、商业、旅游业等现代产业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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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化的农村社区形成了多元化的社区建设模式,比如“一村一社区”模式、“一村多社区”模式和“多村一社区”模式等。

(3)城乡社区建设内容的侧重点不同。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已经基本完成组织构建和基础设施建设,下一步是着重突出促进城市社会事业的发展,推进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基层民主、开展社区自治以及培育社区文化和精神。而农村社区建设才刚开展不久,其建设内容还需要探索与完善。就当前而言,重点首先要放在基础设施建设与生产生活建设,改善村民生活环境,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基础设施主要包括乡村道路、水利、电力、通信、广播电视、文教、卫生等设施。另外,农
 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农村社区不仅是农民生活的共同体,它还是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相关经济活动的地域,那么农村社区建设还得承担起经济组织和经济服务的功能。

(4)城乡社区建设的进程不同。

由于城乡在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而且城市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政府政策、财政的强有力支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具备了较优越的物理基础,在加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推进社区自治、推进城市现代化、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也成效卓著,因而城市社区建设会更快、更完善。而农村社区的建设才刚刚起步,就全国范围而言还处于试点阶段,因而农村社区建设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事实上,在我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影响下,大多数农村贫穷落后,经济欠发达、村民收入水平低、生活服务设施落后、社会保障匮乏。我国现有行政村70多万个,农村人口7亿多人,据抽样调查,无负债的村仅占三成,70%的村负有债务,村均负债72.5万元,若完全依靠政府财政投入来解决问题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唯有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自我造血功能,才能为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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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样一种现实下,我国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完善必将历程漫长。

(5)城乡社区的其他差别。

城乡社区除了上述主要不同外,在其他众多方面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在社区规模上,农村社区相对较小,城市社区相对较大。在人口密度上,农村社区较低,城市社区较高。在人口组合上,农村社区多为同质的,较为简单,城市社区多为异质的,比较复杂。在工作环境上,农村社区多为户外,城市社区多为室内。在产业与职业上,农村社区多为农业,无甚差异,城市社区为二三产业,差异较大。在技能上,农村社区普通而无殊异,城市社区很专
 门化。在家庭人口上,农村社区比较多,城市社区比较少。在家庭与工作场所位置上,农村社区两者较近,城市社区两者常分开。在社会接触上,农村社区机会少而直接,城市社区机会比较多而间接。在社会阶层分层上,农村社区少,城市社区却很多。在社会地位上,农村社区多为“规定的”,较稳定,城市社区多为“赢得的”,且不稳定。在社会流动性上,农村社区低,城市社区高。在生活水平上,农村社区低,城市社区高。在机关团体上,农村社区少而简单,城市社区多而复杂。在教育娱乐上,农村社区少,城市社区多。在生活心理上,农村社区较为迷信、保守,城市社区比较自由、易变。在社会病态上,农村社区少,城市社区多。在社会控制上,农村社区主要依靠民俗、民德(当然趋势上也靠法律),城市社区主要依靠法律。

三、农村社区的分类

农村社区是一个大概念,在这一概念下,为了不同的研究目的和需要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和依据进行适当的类型划分。目前关于农村社区类型的划分,存在不同的观点。詹成付(2008)认为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基础不同,农村社区建设的做法丰富多样,他综合各地已经出现的做法和经验,对农村社区建设类型的划分设立了三个标准,即以社区范围划分、以组织形式划分和以经济发展程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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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在上述标准下对农村社区分别进行了类型划分。王霄(2008)按经济活动性质、社区规模及形态、社区发展水平等三个标准对农村社区类型进行了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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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宗山(2008)从我国各地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发展的时间顺序和居民点分布的状况,对农村社区进行了五个类型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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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已有农村社
 区分类研究的成果,结合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际和研究的需要,这里对农村社区的分类进行一个较为系统的归纳。

(一)以社区范围标准划分的社区类型

根据社区范围可以将农村社区大致划分为“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和“多村一社区”等三种类型。

1.一村一社区

一村一社区是以建制村为基础建立农村社区,即在一个建制村区域范围内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多数农村开展社区建设的典型做法。例如山东省胶南市(2012年被撤销,与原黄岛区并为新的黄岛区)和湖南省19个试点县的农村社区普遍属于这一类型。

2.一村多社区

一村多社区是在一个自然村落内构建多个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的农村社区。这主要考虑到我国一些山区丘陵地带,建制村辖区范围很大,覆盖方圆数十公里,一个建制村包括十余个自然村,人口居住分散,每个自然村只有几十户人家,又离建制村设置地很远,联系不便。特别是在我国农村费税改革、乡镇改革和村级联动改革后,村干部人员大幅减少,一个建制村村委会的干部只有2～3人。在此情形下,尽管自然村规模小,但为了发挥社区的有效作用,社区建设也只能以自然村为单位设立。这种设置在江西省比较典型,并被称为村落社区建设。

3.多村一社区

多村一社区是以乡镇或中心村为基础建立社区。这种类型通常在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些地方较为常见。社区服务大厅一般设在镇上,涵盖附近几个村,村民们接受镇的服务。山东省诸城市的做法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二)以组织形式划分的社区类型

按照不同的组织管理模式可将农村社区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
 以村委会为主体的农村社区,二是以民间志愿组织和社会团体为主体的农村社区,三是以企业为主导的农村社区。

1.以村委会为主体的农村社区

以村委会为主体的农村社区通常是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以村委会为主要力量开展社区建设。这种农村社区的典型代表是山东省胶南市、江苏省南京市、重庆市永川区。

2.以民间志愿组织和社会团体为主体的农村社区

在一些地区,由于基层自治组织不健全或不能适应当地社会的发展需求、基层干部少而辖区大、村委会因集体经济力量不强无力解决村民想要解决的事情,从而使得村委会和党支部不能满足社区群众的现实需求,农民只有自发组织起来成立民间组织或志愿组织来解决自己的事。江西省以“五老”志愿者队伍为主开展的村落社区就是这种农村社区的典型。

3.以企业为主导的农村社区

这类农村社区形成了村企合一、社企合一的发展局面,村民大部分会是企业职工。在此情形下,企业处于发展的主导地位,由企业统一规划社区的生活设施,构建统一的社会服务网络,村民基本共享统一的社会保障。这种农村社区的典型代表是山东省胶南市北高家庄社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由东达集团建设的生态移民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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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经济发展程度划分的社区类型

改革开放40余年,我国各地发展很不平衡,经济水平参差不齐,因而各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与条件也不一样,建设的内涵也不相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地方政府的发展任务和当地农民的需求也差异较大。根据不同发展状况,可将农村社区划分为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发展中地区的农村社区、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
 和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社区等几种农村社区。

1.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

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也发展得很好。比如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份,农村社区建设走在全国前列。在这些地区,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性特征已经不太明显,城乡社会经济在空间上不断走向一体化,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提供的功能和服务已相当接近,数量与品质也相差不大。

2.发展中地区的农村社区

经济处于发展中的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公共设施,但尚不具备很好的经济实力来全面规划社区建设。这类社区的中心任务是推动当地农村社区的经济发展,为社区功能的完善奠定良好的经济基础。

3.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

地区经济越是欠发达,当地农民群众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越迫切,农村社区建设的任务也越紧迫。因此这类地区不一定非要等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启动农村社区的建设,完全可以将农村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并行推进。

4.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社区

我国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城乡结合部的面积也在不断扩大,形成了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交错并存的状态。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城乡得以互动发展,有条件的地区的城乡一体化社区管理得以推进,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利益都受到保护。

(四)以经济活动性质划分的农村社区类型

按照经济活动性质的不同可将农村社区划分为农业社区和非农业社区两大类。

1.农业社区

农业社区按照其主业的不同又可分为农业村、牧业村、渔业村和林果业村。


 农业村是以耕作业为主业的村落,也兼营动物养殖、果树栽培和其他家庭副业。我国大多数农村社区属于这一类。

牧业村以畜牧业为主业,包括流动的、半流动的和固定的居民点。由于牧业本身的经济特点,牧业村大都小而分散。

渔业村以捕捞、养殖水产品为主业。在沿海、沿江及湖区都有大量这类的社区。

林果业村以经营林业和果业为主业。在我国各地专业生产水果,如苹果、柑橘、香蕉等水果,经营竹、林、桑、麻、茶、花卉等经济林和用材林的专业村落形成了这类社区。

2.非农业社区

这类社区位于农村但不以经营农业生产为主业,包括矿业村和工业村、旅游社区和宗教社区、集镇社区。

矿业村和工业村是因一些地区拥有某些特有自然资源,如矿产、森林、水力和经济作物,而出现某种专业加工厂、小矿山、水电站等专业村而形成的社区。

旅游社区和宗教社区是因名胜古迹和宗教庙宇而建立,以膳宿、生活用品供应和旅游纪念品、宗教专用品供应为主业而形成的社区。

集镇社区,包括除建制镇外的各种自然的集市和集镇,有较多人口但多数是农业人口,他们虽居住在镇上但从事农业劳动,也有一定数量的工商、文教和行政等非农人口,一般是乡政府或村委会驻地,大都有一个集市。

(五)以社区规模划分的农村社区类型

我国村庄的规模相差极大,有多至数千人的村,也有少至几十人的村。我国目前约7亿农村人口居住在约500万个自然村落内,平均每个村落的人口为150人。因此可按200人和1 000人作为区分点,200人以下为小村,200～1 000人为中等村,1 000人以上为大村。


 大村社区内的服务设施较多,功能较为齐全,有一定数量的商业和文体设施。多分布在耕地密集、地少人多的平原地区,华北、东北较多,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的河口冲击平原等地也有大村。

中等村社区是我国最常见的一种,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中等村有其特有的优点,村庄过大则离耕地太远,对生产不利,过小则不利于安排生活服务设施且占地较多,运行成本较高。中等村社区往往有一些商业服务设施,如小卖铺和教育设施,如小学校,等等。

小村社区在数量上很多,但由于每个村的人口很少,因此在农村总人口中占的比例并不大。小村住宅布局分散,聚落占地面积较大,没有街道、商店和学校,服务设施较差,不宜承载较多农业人口。

(六)以社区形态划分的农村社区类型

一是按社区的自然聚落的空间形态可将农村社区分为团聚状、条带状、环状、散居状等不同社区。不同形态的社区多与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在平原和开阔区域,团聚状社区较常见;在山谷、河和公路两旁,条带状社区较常见;而在环水地区,会有环状社区分布;在牧区则多为散居状社区。

二是按社区行政联系的形态可将农村社区分为行政村社区和自然村社区。前者是在行政管理的格局中,为了管理的便利,以一个中心村为主设立村委会,管理与之联系的众多周边小村;后者是以自然状态分布的农村社区。

(七)以社区发展水平划分的农村社区类型

按社区的发展水平,农村社区可分为初级农村社区和次级农村社区两类。初级农村社区是那些分化不明显,主要从事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的农村社区。这类社区一般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相对
 封闭,自然经济是主要经济形态,社区服务设施少,功能有限,人口和聚落规模通常较小。

次级农村社区一般有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虽然农业还是社区的经济基础,但二三产业已有所发展。这类社区一般土地资源、气候资源和地理位置较好,接近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交通便利,社区基本生活设施较为齐全,社区组织有一定规模,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社区生活较为丰富,人口规模和聚落规模一般都较大。

(八)以发展时间顺序和居民点分布状况划分的农村社区

根据发展时间顺序和居民点分布状况可将农村社区分为城市农村社区、城郊农村社区、集镇农村社区、中心村社区和散落型农村社区。
[19]



1.城市农村社区

这类农村社区实质上就是城市社区,只不过其中很多居民身份依然是农业人口。其中又可分两种,一种是对郊区或开发区内的农民实施集中居住政策建的新型农民社区;一种是城乡结合部地区的社区或“城中村”社区。这类社区外(城区)的公共基础设施与服务一般比较完善,但由于这些社区大部分未纳入城市社区范围,因而其内部的各种基础设施,如社区道路、路灯、供排水、市容卫生、社会治安、社区管理等较不完善。

2.城郊农村社区

这类社区由城郊地带的村落发展而来。城郊地区多以发展副业为主,农民大多已经脱离农业,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都已城市化,村落规划和村庄公共管理也在趋向社区化。

3.集镇农村社区

这类社区主要是乡镇政府驻地的集镇或其他一些集镇地区的从
 事副业或农业的居民所形成的。集镇农村社区的生产生活设施通常有一定基础,但不完善。

4.中心村农村社区

这类社区主要是以行政村村委会所在地或者本村的中心自然村为中心所形成的相对聚合的农村社区。中心村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一般有一定基础,但通常很不完善。

5.散落型农村社区

这类社区是远离中心村,由若干个自然小村落组成的农村社区,一般自然条件较差,基础设施很薄弱,社区建设比较困难。

四、中国农村社区的主要特征

马芒(2005)认为中国农村社区除了具有一般意义的社区特征外,还有结合我国特殊国情的特色。
[20]

 王霄(2008)从地域特征和地缘关系、人口特征、经济特征、文化特征和人际关系特征等方面讨论了我国农村社区的特征问题。
[21]

 詹成付(2008)从所处背景、类型多元、聚居规模、家庭功能、血缘地缘等方面归纳了中国农村社区的特征。
[22]

 胡宗山(2008)以城乡社区比较的角度从人口规模、人际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文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农村社区的特征。
[23]

 师坚毅(2010)从动态变化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农村社区在地域、经济、人口和文化等方面的特征趋势。
[24]

 归纳有关研究成果的论述,结合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我国农村社区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一)我国农村社区正处于转型进程中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城乡一体化的提升,美丽乡村和谐社会建设的推进,农村社区正在发生转型。农村产业结构从单一农业向一二三产业共同发展转型;农村就业结构中大批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进城务工经商;农村居民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增加,精神诉求也不断扩大。种种迹象表明,农村社区与我国整个社会一样正在经历着快速的转型。

(二)我国农村社区具有多元类型

我国农村社区多元类型的特征体现在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农村社区进行不同用途的划分。比如从社会职能角度划分,可分为农村、林村、牧村、渔村等;从法定地位角度划分,可大体分为自然村和建制村两大类;按照不同村落的地位作用划分,还可以将农村社区大致划分为村落社区和集镇社区,以及基层村落社区和中心村落社区等。农村社区类型的多元性特征对我们因地制宜地开展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三)我国农村社区人口聚居规模较小

尽管我国有超过50%的农村人口,但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普遍人口聚居规模较小。因为作为农村基础性经济活动的农业生产必须在大面积的土地上进行,因而农民不可能像城市居民那样大规模地聚居在一个地方,而只能小规模地散居在各地以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

(四)我国农村社区的家庭功能突出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家庭是农业生产的基本单位。同时,社区社会生活中,通常都是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各种组织活动,因而家庭是农村社区的基本细胞和各种农村组织
 的主要构成单位。由此看来,家庭在农村社区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考虑这一典型特点。

(五)血缘、地缘关系依然是我国农村社区的基础性关系

尽管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流的增多,业缘关系日益重要,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在我国农村社区依然具有基础性作用,依然是农村社区组织的两种重要联系纽带。农民遇到生产生活困难,往往首先求助于亲族、邻里来帮助解决,这表明,农村的血缘和地缘群体依然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这同样是农村社区建设必须顾及的。

(六)我国农村社区的地域边界日渐模糊

尤其在我国一些东部沿海地区或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由于工业化、城镇化,耕地不断减少,而新型的工商业建筑,如工厂、商品交易市场、商店、旅馆、娱乐场等大规模兴建,以往村庄的自然边界日渐模糊,即使存在也不是以往的意义了。而那些城郊村区域,与城市的边界更是变得模糊甚至消失。

(七)我国农村社区人口特征开始了剧烈的社会分层和流动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计划经济时代单一身份的“社员”,如今已分化为农民、企业工人、农民企业家、私营业主、乡村管理者、外出务工者等,为农村社会增添了多元性、复杂性、流动性和竞争性。这种乡村分化是我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部分,也是农村社区建设要特别注意的方面。

(八)我国农村社区文化特征日渐信息化和多元化

村庄的开发必然带动与外界资源、信息的交流,尤其是人口的流动,为过去相对稳定的村庄生活带来了诸多变数,这些变数不仅
 改变了农村社区的日常生活,也将改变村庄内外部关系,改变农村社区治理的结构与过程。在信息传播上,信息渠道扁平化使农民可以快捷地获得外部信息,国家政策的传播不再被官员“垄断”,普通农民有时甚至比地方干部更加懂得政策。在信息化条件下,农民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活动的自由度也空前扩大,对于文化的需求不再单一,而是也趋于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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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意义及范畴

一、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内涵与特征

(一)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

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学者们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了不同的表述。唐忠新(2008)
[1]

 、詹成付(2008)
[2]

 和师坚毅(2010)
[3]

 给出了几乎一致的定义:“农村社区建设主要是指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动员各方面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合理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过程。”王霄(2008)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就是以自然村为基础平台,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托农村社区力量,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强化农村社区功能,解决农村社区问题,深化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社区各项事业协调、健康发展,不断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物质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而进行的建设。”
[4]

 朱启臻等(2008)从社
 区综合整体发展的角度定义,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主要是指依据农村区域内的资源(人力、自然、社会、经济)潜力,充分利用有效的方法和手段来实现农村人口在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等多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5]

 潘屹(2009)从农村社区建设应包括的内容的角度给出了定义,“根据农村社区建设的‘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要求,社区建设包括建立健全新型的农村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构建和谐的农村社区文化三个主要内容”。
[6]

 管义伟(2011)从满足精神需求的角度给出了定义,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是一种‘规划性变迁’,其目的就是构建在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引导、感情上慰藉、心理上疏导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和精神家园”。
[7]

 百度百科给出的定义是“农村社区建设是指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下,在农村建立社区组织,开展社区公益事业服务,发展社区卫生,繁荣社区文体活动,美化社区环境,调解社区民间纠纷,倡导社区互助精神,树立社区良好社会风气,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把农村建设成为管理民主、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农村”。
[8]

 上述定义从不同角度切入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进行了描述,各有侧重,总的来讲,这些定义概括了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建设应该具有的各种内涵。通过归纳学者们对农村社区建设概念的分析,结合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近年的发展新状况,这里给出本书的农村社区建设定义。农村社区建设是指在党和政府领导下,以农村社区地域范围为基本平台,以“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为目标,充分依托和发挥农村社区的各方力量,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合理规
 划空间布局和建设项目,构建和完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社区服务功能,解决社区问题,深化村民自治,促进社区各项事业健康、协调发展,不断满足社区成员对物质和精神文明日益增长的需要的过程。

(二)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

农村社区建设实际上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内容上涵盖了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建设。

1.社区经济发展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重点

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是二十字方针,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中“生产发展”和“生活宽裕”是农村社区经济发展的目标。“生产发展”就是要坚持以发展农村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大力发展农村工业,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开辟各种渠道促进农民增收。“生活宽裕”就是要让农民生活富裕,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缩小城乡差别,逐步实现小康社会。同时,社区经济发展是农村社区建设中实施其他内容的物质基础。因此现阶段农村社区建设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生产,促进社区经济的发展,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农民人均收入,减少农村贫困,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与质量。

2.社区社会发展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

农村社区社会发展是通过对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农村社区成员的民主合作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平和平等。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要建立适度、有效、公平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和改善包括农村社区居民素质教育、就业培训、社区卫生医疗与福利保险、社区生产与生活基础设施、社区环境保护与治理、交通、通信等在内的农村社区社会化服务体系,使农民能够充分且平等地享受到优质的社会化服务,从而不断提高生活品质。这是在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中贯彻农村社区建设以人为本的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农
 村社区建设的核心目标。

3.社区文化发展是农村社区建设的精神培育

农村社区文化发展的核心是通过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更新农民思想价值观念,为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中的“乡风文明”目标为社区文化发展提供了方向,目标是要建立以团结互助、和睦友爱、诚实守信为核心,以积极、健康、有益的文化生活为内容的农村精神文明新风尚,培育凝聚村民的共同的社区文化精神。农村社区文化发展的内容包括:(1)建立完善的农村社区思想教育体系,倡导健康向上、和谐文明的乡风民俗;(2)建立和完善农村体育、娱乐文化设施,丰富农民的精神文化生活;(3)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全面提高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培养适合农村发展需要的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型农民。

4.社区政治发展是农村社区建设的组织支撑

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的“管理民主”目标为农村社区政治发展方向提供了依据。农村社区政治发展的核心是民主自治,其内容是要让农民群众真正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监督权,积极参与农村社区治理和发展,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政治和组织保障。为此,农村社区政治发展首先要建立健全农村基层民主体制,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充分将农村社区自治权利赋予农民,让农民真正享有农村社区自治权利,参与重大事项决策,并建立和疏通农民合法化的矛盾解决和利益表达机制与渠道,缓和并解决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建设。

5.社区可持续发展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长远战略

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和世界各国追求的目标。作为最基层的区域单元,农村社区建设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农村社区可持续发展,是指以追求农村空间系统的整体利益有序化为出发点,逐步实现满足社会需求的经济财富和生产资料的农村经济职能的最优化,实现满足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自然环境公益功
 能的最优化,从而有效地实现农村社区社会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农村社区的全面发展。
[9]

 为了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水平和安全保障,农村社区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必须要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地利用自然资源,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长远战略目标。

(三)农村社区建设的特征

科学把握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和内涵,还需要深入认识农村社区建设的特征。根据唐忠新(2008)
[10]

 、詹成付(2008)
[11]

 、师坚毅(2010)
[12]

 和潘屹(2009)
[13]

 等人的研究,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特征可概括如下。

1.农村社区建设具有资源整合性

农村社区建设涉及各个领域和方方面面,需要社区成员的共同努力,需要社区民间力量和政府组织的通力合作。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实际上是整合社区资源和社区力量共同解决社区问题和合力推进社区发展的过程。各种社区资源和各种社区力量能否得到很好的整合,是社区建设质量好坏和水平高低的重要体现。

2.农村社区建设具有全面综合性

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是全面而综合的,是一种全方位的建设,涵盖了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文化、环境生态等多方面的内容。从建设方法与手段来看,开展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多种手段,如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社会手段等的综合运用,体现了综合性和系
 统性。事实上,农村社区作为地域性社会实体,是人口、环境、生产和生活设施、文化、思想意识和管理机构等多要素的综合体,是社区成员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统一体。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每个社区成员对社区建设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且越来越高,农村社区建设作为综合性的系统工程特征也更加明显。

3.农村社区建设具有社会参与性

农村社区建设的社会参与性特征表现在它是各类社区主体、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因为农村社区建设,一是需要党和政府发挥领导和主导作用,在党的方针政策的指引下,各级政府组织,尤其是农村基层政府组织制定和实施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规划,完善农村社区建设制度,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二是需要村民委员会和农村社区各种民间组织发挥骨干或中介作用,动员、组织农村居民参与社区活动,落实社区建设规划,做好各项社区建设工作;三是需要广大村民群众和驻区企事业单位发挥基础和支持作用,广泛参与社区的各项建设。可见,社会参与性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特征。

4.农村社区建设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农村社区范围联系的地缘性、地方性,决定了农村社区建设必然具有地域性特点。其首先表现为社区建设都是根据本社区成员的需求和愿望,解决本社区问题,为本社区成员提供多样性服务和管理;其次表现为社区建设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主要是本社区内的村民、群体和单位、组织;最后还表现为社区建设要受到本社区地理环境、文化条件、人口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影响,其管理服务的内容和方式都会带有这些地方性因素的烙印。地域性特征要求农村社区建设必须立足本社区实际,因地制宜地开展建设工作。

5.农村社区建设具有发展计划性

农村社区建设必须事先摸清情况,分析研究,统筹安排,制订
 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并据此开展工作。因此发展计划性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特征。

6.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发展协调性

农村社区建设涉及方方面面和众多领域,各领域的发展需要协调共进,不可偏废。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要协调发展。

7.农村社区建设具有社区服务性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永恒的主题,农村社区建设的定位就是要为社区内居民提供各种优良的服务,满足社区居民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各类需求。农村社区服务包括基本需求的服务和发展需求的服务,前者主要是解决温饱、安全等方面的服务,后者主要是文、教、卫、体等方面的服务。这两类服务农村社区建设都要提供。

8.农村社区建设具有实施的复杂性

如前所述,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其实施需要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资源和因素,从规划制定到计划实施,从工作方案到组织协调,从资源分配到分工协作,从效果反馈到建设修正,各方面、各环节都体现了建设的复杂性。

二、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意义

尽管农村社区建设在我国提出得较晚,但农村社区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落实五大新发展理念,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重要内容和体现。农村社区建设与城市社区建设一样,是我国为了建设和谐社会和美丽乡村推出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是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中社会建设的集中体现,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农村社区建设对于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目前,我国社会总体上是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其中,城乡发展不平衡是较为突出的矛盾,农村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收入分配等方面严重落后于城市。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加速,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成为直接影响和谐社会建设的突出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重要途径。农村社区建设可以为整合城乡资源搭建平台,为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提供机制,为农民群众积极参与管理、反映诉求开辟渠道,为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科学技术向农村扩散、现代文明向农村传播以及让农民共享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创造基础条件。

(二)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的有效途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党中央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部署和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性工程。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可以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解决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缓慢滞后的问题,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融合互动发展和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格局。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农民群众参与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开辟渠道,充分发挥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可以为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方面提供参与新农村建设和振兴乡村的载体,通过农村社区这一平台,把公共产品和服务送给农民,把实惠带给农民,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新型农村基层管理组织的有效载体

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保证农民群众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但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进,村委会等村民自治组织承担的任务越来越多,社会自治功能尚未充分发挥;不少地方农村集体经济薄弱,村级债务沉重,村级组织难以为村民提供有效的服务,对农民群众缺乏吸引力和凝聚力。新形势下,如何通过一个有效的载体,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与村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构建新型农村基层管理组织,是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农村社区建设,可以健全乡村治理机制,在巩固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发展社区自治,激发农村各类人员的积极性,进一步把民意、民智、民力集中起来,共同投入农村社区的管理服务,增强村级组织的服务功能,更好地实现农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提升村级组织的管理水平,使社区在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服务作用,是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的新突破口。

(四)农村社区建设是实现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

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既有利于集约节约用地,为工业化和城镇化腾出发展空间,也有利于实现农村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对土地进行集中连片规划建设,有利于解决农村“空心村”“空心楼”问题,科学合理地规划使用土地,有利于发挥土地的经济社会效益;同时通过整理复垦腾出的原旧村址土地,可增加人均耕地,也可将其用于发展畜禽养殖业、乡村工业和服务产业,通过多元化经营,多路径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另外,通过发展社区服务业,可以增加农民的创业、就业机会。通过加强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可以为农民的生产经营提供有效服务,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通过发展农村社区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社
 区文化教育事业,可以调整农民收入支出结构,有效拉动内需,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可见,农村社区建设是推动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

(五)农村社区建设是优化农村社区治理的客观要求

我国对社会治理十分重视,并在党的最高文件和政策规划中予以规定和引导。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同时提出“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具体到农村社会治理方面,2016年将其列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要“加强和改善农村社会治理,完善农村治安防控体系,深入推进平安乡村建设。”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和“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的方针政策为优化农村社区治理体制和机制指明了方向,明确了任务。按照上述方针政策优化农村社区治理,需要形成党和政府与农村各类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新格局,而农村社区建设的资源整合性、社会参与性特征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事实上,农村社区建设可以健全农村社区基层组织,促进法律服务、普法宣传等各项服务到位,各类社团社会组织可以共同参与社区治理,有利于形成专群结合、群防群治、覆盖面广、防范有效、运转高效的工作体系。因此,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是优化农村社区
 治理的重要方式。

(六)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迫切要求

改革开放以后,一方面,广大农民的收入持续增加,生活需求趋于多元化;另一方面,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滞后,致使相当一部分农村居民面临上学难、就医难、办事难等实际困难。解决这些问题,不仅需要村民自治,而且需要通过社区建设把政府公共服务覆盖到广大农村社区,围绕农村居民生产生活要求,构建公共服务平台,建立农村社区卫生、教育、文化、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体系。事实上,农村社区建设有利于合理利用资金,提高资源使用效率。过去很多地方村庄小而且分散,农民居住不集中,分别搞基础设施建设显然成本高昂,许多公共服务设施建不了也用不起,即使勉强建了,使用效率也极低,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而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对村庄进行适当集并,农民居住适当集中,在聚居区统一规划修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可以有效节约资金,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可避免浪费。比如,目前分散在各村庄的学校由于规模小,人均成本高,校舍简陋,导致好师资不愿去,整个教学水平普遍偏低,无法与城市相比。而通过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人口会相对集中,这样就可以创办具有规模效应的正规中小学,使师资和学校设施配备有保证,从而使乡村学校也可以有较高的教学质量。在医疗卫生、社会治安、行政管理等领域,也会因规模效应而极大地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这表明,农村社区建设是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迫切要求。

(七)农村社区建设是改善农民生活的必然要求

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社会转型加速。一方面,城乡隔离被逐渐打破,农民的业缘、地缘关系迅速发展,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也正在发生深刻转变,他们渴望与城市居民享有同样的国民待遇,如希望获得与城市居民相同的居住、医疗、购物、休闲等
 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另一方面,农村原有的以血缘、亲缘和宗族等关系为主要纽带的社会结构不断弱化,农村居民和家庭自我保障功能被削弱。特别是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居民中8 000多万老年人(包括2 000多万留守老人)、2 000多万留守妇女、5 800多万留守儿童、3 600万贫困人口等特殊群体的生活照料、精神抚慰、权益保护责任要交由农村社区承担。但由于长期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目前农村社区中仍有10.6%没有村卫生室,83.8%没有文化室,83.4%没有公共体育场地与设施,由此可知,我国综合性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刚刚起步。
[14]

 在此背景下,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对于改变我国农村公共服务设施陈旧、服务资源稀少、服务项目匮乏、服务手段滞后的局面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也是较快地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提升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满足农村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物质文化生活需求的必然要求。通过建设规划科学、布局合理、功能齐备、环境优美、管理完善的农村社区,可以彻底改变农村脏乱差的面貌,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使农民可以享受与城市居民基本同等的设施和公共服务,缩小城乡差距,较快地提高农民生活幸福指数。

三、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界定

2007—2009年,国家先后在全国确定了300余个“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活动,以探索农村社区建设的思路。各地的农村社区建设实验积累了不少经验,对农村社区的组织、管理和服务进行了有益探索,形成了一些有特色的实践模式。但农村社区建设仍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实践性问题。其中,农村社区如何布局,农村社区范围多大合适,农村社
 区建设的范围如何界定等,都是实践中比较突出的问题。迄今为止,国家并没有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范。对于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与边界问题,目前学界也一直存在分歧,尚未有统一的说法。有人认为一个集镇连同周围的若干村庄或散居的农家构成的集镇区是一个农村社区;有的地方把一个乡镇政府当作一个具体的农村社区,例如山东省诸城市的农村社区建设的服务载体就是以乡镇为一个基本单位建立的;有的地方把数个村庄合并为一个中心村,以此定位为社区,如天津的一些农村社区;有人认为一个自然村是一个具体的农村社区,如江西和湖北的山区丘陵地带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建设农村社区;有的地区一个建制村就是一个具体的农村社区,如山东、江苏、浙江、四川和湖南等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建制村为一个基本社区单位建设农村社区。
[15]

 由于我国地域广袤,自然条件的区域差异极大,农村情况非常复杂,即使一个省内、市内、县内,甚至一个乡镇内,村与村也有很大差别。例如浙江省,从地理上看,既有平原地带的村,也有丘陵地带的村;从区位上看,既有近郊型的村,又有集镇型的村,还有纯农村的村;从形态上看,既有比较集中居住的村,也有比较分散的村;有的村人口规模达几千户,但也有仅几十户甚至更少户数的村。

对于中国的农村社区建设到底应如何界定其范围,是以乡镇为范围,以建制村为范围,还是以自然村落设定范围,或者是其他空间范围,目前无论是官方还是学界都没有一致的观点。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国家民政部正式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并制定了《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然而,该方案并未明确规范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只是要求各地“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科学界定农村社区的区域范围,明确农村社区的定位”
[16]

 。对农村社区建
 设范围的界定弹性很大。截至2009年7月31日,民政部总计确定了304个“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
[17]

 ,占全国2 862个县级单位的10.62%。共有20 400个村作为农村社区试验村,占全国64万多个村的3.19%。根据项继权(2009)对各地农村社区建设实验的总结,农村社区建设范围设置主要有“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多村一社区”、“集中建社区”和“社区设小区”等五种模式。
[18]



(一)“一村一社区”模式

以现行村委会为基础,一村设立一个社区。从统计来看,有226个县(市、区)采取了“一村一社区”的建置模式,占实验县(市、区)总数的76.09%,是农村社区建设最普遍使用的模式。重庆市规定,“农村社区原则上一般以现有建制村为基本单元,一个建制村设置为一个农村社区”。
[19]



(二)“一村多社区”模式

在一个村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区。在实际操作中,一般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成立社区。全国共有21个实验县(市、区)实行“一村多社区”模式,占实验总数的6.91%。湖北省远安县洋坪镇双路村实行的“撤组建社”,即为“一村多社区”模式,撤销原来的7个村民小组,重新按照以前的15个自然村落为单位设立15个社区。江苏省一些地方则以自然村为单位建立“自然村社区”。广西也根据人口居住分散,自然村较多的实际,按照地域相近、习俗相似、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
 则,以一个或多个自然村为基础,设置农村社区。

(三)“多村一社区”模式

在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村中选择中心村或较大的村为单位设立社区。全国共有45个县(市、区)实行“多村一社区”,占实验总数的14.80%。如山东省诸城市要求农村社区建设要按照便于服务、便于开发利用社区资源的要求,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合理确定社区服务范围,服务半径一般控制在3～5个村,居住户数为1 000户至3 000户,有条件的地方可达到3 000户以上。规模较小的,可以适当增加村庄个数。基于此,全市设立了156个农村社区,涵盖全市1 257个村庄和70多万农民,平均一个社区覆盖8个村、4 487人。在这种模式下,通常选择一个中心村设立社区服务中心。

(四)“集中建社区”模式

即在新规划的农民集中居住小区设立“社区”。这种模式又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农(牧)民聚居设社区。如江苏、成都、天津等地都提出“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居住向规划社区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支持和鼓励农民“迁村腾地”“集中居住”。为对规划小区加强管理、提供服务,单独设立社区。二是以甘肃省阿克塞县为代表,阿克塞县辖2乡1镇10村,人口约9 000人,牧民所占比例较大,农村社区建设将全县3个乡镇10个村整合成1个民族新村中心社区,建立牧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下设3个牧农村社区服务站,形成“一社区一中心三站”的社区模式。

(五)“社区设小区”模式

在实行“多村一社区”或“一村一社区”的地方,大都在社区之下设“小区”。“一村一社区”的地方大都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设立“小区”。而在“多村一社区”的地方大都以村为单位设
 立“小区”。社区设立社区服务中心,而小区则设立“社区服务站(点)”。陕西省规定,原则上一行政村建立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经济条件较好或规模较大、居住分散的行政村,可在每个自然村设立社区服务中心,由此形成“社区-小区”的组织结构。
[20]

 吉林省将农村社区定位在村一级,但根据东北农村村屯距离较远的状况,要求各试点村积极将服务向自然屯延伸,一些县(市、区)如桦甸市、扶余市、长春市宽城区及二道区等实验县(市、区)已经开始在部分自然村设立服务站点。

由上可知,我国当前不同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范围界定不尽相同。有的将社区定位于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一级,有的定位于村委会一级,有的则是若干自然村联合组建,还有少数地区的农村社区是超出乡镇范围,甚至是以县域为基础设立社区(如甘肃省阿克塞县),有的社区是在传统的自然聚落的基础上建立的,有的则是通过“迁村腾地”及农民集中居住而重建的。从中国目前的实践来看,上述几种社区建设范围设置是共存的,而且都有其合理性。因为农村社区承担着农村社会的组织、管理和服务功能,作为一种社会生活共同体,它要求立足农民共同利益、需求和认同基础,确定社区的范围边界。那么究竟采取哪种范围,恐怕不能武断地给出答案,务实的做法应该是立足于当地实际,尊重农民业已形成的共同利益、需求和认同,设定选取地域范围的原则,也就是:各地在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时,分别根据现有的各村地理、形态、规模和经济状况,按照“方便居民、便于管理、节约成本、提高效率”的原则
[21]

 ,科学规划社区的布局及其规模范围。通常情况下,以村民委员会为基础设置社区是一种现实可行的方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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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与历史经验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是我国国家层面上首次提出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2011年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列入规划内容,这是我国首次在五年规划中纳入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了城乡社区的公共服务、制度创新、治理改革等问题。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扩大小城镇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覆盖,统筹推进农村基层公共服务资源有效整合和设施共建共享,有条件的地方稳步推进农村社区化
 管理服务。”
[1]

 2016年发布的全国“十三五”规划则将城乡社区公共服务和治理建设纳入了规划并予以落实。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和“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其他相关文件中也多次强调了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问题。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与实施并不是偶然的,它有时代需求的背景,有实验实践发展的基础,有国外建设经验的借鉴,也有理论上的支持。本章首先介绍我国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环境背景,然后对国内外农村社区建设经验进行归纳总结,最后分析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因素比较多,也比较复杂。本节拟从时代发展需求、已有发展基础、国外经验借鉴和理论理念导引等方面对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和环境进行剖析。

一、农村社区建设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中国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状态比较严重,无论是传统农业社会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一直隔着一
 道鸿沟,形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公共产品提供等方面的城乡分野和大的落差,农村的发展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城市,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极为明显。改革开放后,我国整体经济社会实力快速增长,国家迅速崛起,但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的发展差距进一步拉大,城乡现代化发展水平不在同一层面上。具体来讲,时代发展对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要求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中国农村公共事业和社会服务亟须加强

中国农村的公共事业和社会服务严重匮乏,集中体现为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远远落后于城市。改革开放后,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农民流入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经商,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现了农村儿童抚养与教育问题、留守老人和妇女的照顾问题,这些需要照顾的弱势群体又引发了村庄治安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后,村庄的公共环境卫生、文体设施等缺少机构、人员管理和资金投入,村民的生产经营管理缺少专业的技术指导服务和培训服务等,所有这些对提供农村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提出了迫切需要。
[2]



(二)中国农村新的变化需要新的管理方式和措施匹配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让城市区域不断向农村延展,伴随着这种城市到农村的延伸发展,形成了边缘地带的城乡结合部,这里是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化的前沿地带。在城乡结合部,其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和村民生活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随之而来的是诸如农村征地、拆迁、村民安置、集体资产处置等一系列在传统农村没有的新问题,这些新变化、新问题、新矛盾的解决需要新的管理机构、新的方法措施来应对。也就是说,农村区域所出现的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局势急切需要提供现代化公共管理。




(三)中国农村基础设施迫切需要改善

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服务质量的差距集中体现在城乡基础设施的差距方面。农村的公共基础设施配备水平低,有的甚至缺乏或没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农民生产生活环境与城市相差甚远。我国长期以来,城镇的交通、供电、供水、教育、医疗等设施都由国家财政修建,而农村的基础设施国家则投入很少,很大程度上靠农民自己积累出资建设,长期以来都未得到应有的一视同仁的待遇。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国家先后提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而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首先要改善的就是欠账太多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电力、新能源、文化和体育等各种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都亟须改善。各类设施建设的主要载体和平台就是农村社区建设。

(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的状态亟须改变

目前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达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历史高度。农村经济改革后期,城乡收入差别并没有缩小。从表3-1和图3-1可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为2.57∶1,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城乡居民收入比呈下降趋势,但后来随着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向城市转移,城乡居民收入总体呈不断上升趋势,截至201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23∶1。从绝对收入水平来看,从1990年代开始,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很快,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则比较平缓,1990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为823.9元,2010年该差距达到13 190元,截至2018年该差距为24 633.8元,即使考虑到物价因素,两者的差距依然在不断扩大。这种收入差别还没有包括城乡社会保障和所享受的各种福利项目,如果算上这些项目,差距则更大。当然,从相对差距而言,1983年为最低值,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82,此后持续升高,截至2009年达到最高值3.33∶1,再往后有下降趋势,
 但2018年该比例仍高达2.69∶1。

表3-1 中国历年城乡收入及其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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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1979—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注:2013年及以后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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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1978—2018年)

资料来源:根据表3-1数据绘制。

中国城乡差别还表现在城乡消费上,与城市居民相比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还很低。从表3-2和图3-2可知,我国城乡消费水平不管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相差巨大,并且从发展趋势来看,绝对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态势。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绝对数相差1 036元,2010年该数值达到12 117元,2018年相差13 988元。从相对差距来看呈下降趋势,1990年城乡消费比为2.9∶1,2010年该比例降至2.73∶1,2018年该比例继续降至2.15∶1。

表3-2 中国历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对比(农村居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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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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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1979—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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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中国历年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及其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表3-2绘制。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城乡差距的扩大(尽管相对差距有缓和趋势)及其严重性已经到了比较危险的境地,这种状况不利于中国的均衡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若不及时着手解决,将严重影响国家的整体进步。为此,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思想,要求实现“五个统筹”,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统筹城乡发展,要求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随后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战略以及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2017年中共十九大又提出振兴乡村战略。其目的就是进一步加快农村地区的发展,既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村经济社会生产力,又通过农村社区建设等措施,让广大农村居民直接享受现代社会生活成果,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




(五)农村社区建设可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引擎和新增长点

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已经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对居住条件、社会服务、医疗卫生、文化娱乐的要求不断提高,向城市生活水准看齐已成为广大农民的热切愿望。例如在住房需求上,富裕起来的农民急切改善居住条件,翻新改造危旧房,建造婚用新房,农村建房潮势不可挡。这一过程会对钢筋、水泥、玻璃、塑料、木材、砖瓦等各类建材产品产生巨大需求,同时牵引运输、家电、通信等行业的消费需求。如果政府抓住机遇,先行规划,因势利导,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适时地将农民建房积极性引导到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轨道上来,就既可以改善民生,又可以扭转农村建房无序和浪费土地现象,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扩大内需。实践证明,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一定量的投资就能拉动数倍的农民投资和其他社会投资,进而带动钢筋、水泥等一系列建材工业的振兴,以及家电、运输、通信等行业的繁荣,有效地消耗过剩产能,扩大就业,拉动国内经济增长。可见,农村社区建设的启动是中国新一轮的经济投资,也是农村消费的启动。农村的基础设施差,农村缺少社会服务,缺少文化娱乐生活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投资进行建设。因此,农村社区建设既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如果政府真正启动了大规模宽范围的农村社区建设,就会带动各方资金投入农村社区建设。这将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的引擎和新的增长亮点。

二、农村社区建设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我国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不是国家领导的心血来潮,也不是人们的愿望想象,而是有其客观基础,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
 国农村社区建设在国家发展阶段、综合实力、城市社区建设经验和其自身建设基础等多方面都具备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一)国家已进入破解二元结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

从发展阶段看,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9.5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4.9%),随着城镇化水平日益提高和新型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我国已进入亟须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时期。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明确“加快新型城镇化步伐,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完善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制度政策,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建设新型农村社区正是体现了这一思想。通过新型农村和农村社区建设,促进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加快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加快向农村传播,城市资源加快向农村流动,以城带乡,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

(二)国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为农村社区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自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二位,并向第一经济体美国靠拢,2018 年GDP达到90.03万亿元人民币,约合12.81万亿美元,仅次于美国,人均收入也显著提升,2010年人均GDP为64 644元,约合9 197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总体收入水平进入高中等
 收入国家行列。
[3]

 另外,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处于加速阶段,在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上也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阶段。国情国力已客观上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经验支持

在城市社区建设实践中,我国认识到了社区建设的重要作用和许多发展规律,多年来所形成的工作思路、方法和有益经验,能够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好的借鉴,能使农村社区建设少走弯路,提高效益。根据胡宗山(2008)
[4]

 ,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已经历了四个阶段:发育阶段(1991—1999年)、发展阶段(1999—2000年)、拓展阶段(2000—2003年)和深入阶段(2003年以后),从开始的社区建设萌芽,到确定社区建设实验区,到全面铺开,再到全面深入建设,整个建设过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社区划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改革、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自治、社会参与、运行机制等方面都有宝贵的经验(当然也有教训)可以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四)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为农村社区建设摸索了经验与规律

早在2006年以前,我国就已经有部分地区,如江西、江苏、浙江等省市先行开展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试点工作。
[5]

 江西的农村社区建设主要在自然村落进行,依靠“五老”(老干部、老党员、老模范、老教师、老复员军人)队伍,建立志愿者协会,形成一会五站,动员村落内部力量进行农村社区建设,探索自然村落建设社区
 的经验。浙江义乌较早地在全国进行了农村社区建设的体制改革。江苏太仓率先从社区党建、社区民主自治和社会建设保障机制入手开展农村社区建设。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要求,正式启动了国家层面的农村社区建设。2007—2008年间,国家民政部对全国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试点部署,先后有304个县级区域被纳入“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地域上覆盖了全国31个省市区。2008年10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再一次提出“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专设一章“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又一次从规划的高度强调“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农村社区建设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2007年来遍及全国各省市区的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积累了不同类型、不同自然条件、不同社会经济环境下农村社区建设的比较全面、系统的经验,摸索出了农村社区建设在不同条件下的发展规律,为农村社区建设在全国铺开奠定了良好的经验基础。

三、国外的经验为中国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借鉴

二战以后,许多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面临着贫困、疾病、失
 业、经济发展缓慢等一系列问题。要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仅仅依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同时开发社区民间资源,发展社区自助力量,形成政府与社团及居民群众通力合作的发展模式。于是,1951年,联合国在其经济社会理事会通过的“390D号议案”中正式倡议开展“社区发展运动”,并试图通过建立社区福利中心来解决不发达社区的经济、社会问题。1952年,联合国成立了“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小组”,1954年,联合国改组该机构,建立“联合国社会事务局发展组”,负责推动世界各地的社区发展活动,并得到了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的重视。例如印度政府较早地接纳了联合国的社区居民计划,在全国数十万个村庄推广社区发展运动。
[6]

 最初,社区发展运动主要是在不发达国家的农村社区开展的,重点是解决这类社区的贫穷、落后问题。后来又扩展到城市社区。根据联合国社会局的报告,1950年代初,世界上只有7个国家推行社区发展运动,到1950年代末,有30个国家制定了全国性社区发展计划,自1960年代以来已有70余个国家在进行社区发展和建设,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重视社区的功能和作用,建设区尤其是基层社区成为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全球范围内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政府人士对社区和社区发展更加重视。
[7]

 如今,社区发展运动已经遍及世界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它们的成功经验可供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借鉴和参考。
[8]



四、社区理论的发展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理念导引

社区理论在西方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和长远的历史。自1887年滕尼斯提出社区概念以来,经过130余年的历史发展,社区理论
 内容已经非常丰富并被广泛应用于各国实践。尤其是其中的社区发展与建设理论和社区治理理论的发展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展开提供了理念导引。

(一)社区发展与建设理论的发展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社区发展是社区研究的重要概念,是指社区在政府机构的指导和支持下,集合本社区的力量,改善社区经济、社会、文化状况,解决社区共同问题,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促进社区稳定发展的过程。社区建设是社区发展的具体化和落实过程,即把社区发展的理念和目标具体化为各项任务,以实践来达到社区发展。二战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认识到解决贫困、失业、疾病等问题仅靠政府力量是不够的,于是社区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各国传播、扩展、应用,社区和社区发展也得到了全球各国和地区的广泛关注。

当今世界社区发展日益趋向多元化,功能呈现多样化,不断增加新的功能,社区发展与建设理论也不断丰富、充实。社区发展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过去只是为了改变社区贫困落后面貌的范畴,已转变为整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也发生了变化,现在一般指社区成员与政府协同改善社区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状况,使之更适合于环境、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求的过程。重视社区发展与建设,挖掘社区功能已成为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
[9]

 社区发展和建设理论发展中提出的一些基本原则与工作原则,也为农村社区建设实践提供了基础参照与指导。比如1955年联合国在《通过社区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文件中提出了社区发展应遵循的十大基本原则,1967年美国社会学家默里·G.罗斯(Murray G.Ross)在其《社区组织的理论与原则》一书中阐
 述了社区发展与建设的八大工作原则,其至今仍具有很好的社区建设指导意义。显然,社区发展与建设的工作原则会因国家、地方和学者的不同而不同。199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社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结合我国国情,探讨了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原则,如奚从清(1996)
[10]

 在《社区研究——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一书中提出了适合我国的五大社区建设指导原则(区域发展原则、群众参与原则、协调发展原则、自我发展原则和利益共享原则)。具体到农村社区建设层面,近年来的成果较多,如潘屹(2009)
[11]

 、师坚毅(2010)
[12]

 、詹成付(2008)
[13]

 、王霄(2008)
[14]

 等都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进行探索,既有对既有社区理论在农村社区这一特定领域的创新性延续,也有结合我国具体的实际情况如何改造理论以适应现实的探讨。总而言之,社区建设理论的发展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支持。

(二)社区治理理论的发展为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社区自治提供了参照依据

“治理”(governance)一词首先出自世界银行1989年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非洲急切需要的不是资金和技术援助,而是“良好治理”。此后,关于“治理”的研究不断深入,逐渐被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广泛的理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全球视野下的社区治理理论也被提出并得到了发展。所谓社区治理是指一种有共同目标支持的社区公共事务方面的活动或管理机制。它是一个由在社区范围内的不同公私行为主
 体,依据正式的强制性法规,以及非正式的、人们愿意遵从的规范约定,通过协商谈判、资源交换、协调互动,共同对涉及社区居民利益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提高社区自制能力、增进社区成员福利、推进社区经济和社会进步的过程。完整理解社区治理的概念,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1)社区自治的行为主体多元化。

社区自治的行为主体构成突破了过去那种传统的“政府独大、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一种由多元化、多样化的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新格局。

(2)社区自治更看重社区基本要素的培养。

社区自治作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其目标除了完成特定的、具体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任务外,更看重社区基本要素的培养,其中包括社区组织体系的发育完善、社区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能力的增长、社区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规则的形成、社区中不同行为主体交往互动的方式和机制磨合等。

(3)社区中的公共事务是社区自治的行为指向。

社区自治的行为指向是社区中的公共事务。它的领域范围广阔且关系到社区成员的切身利益,包括社区服务与社区照顾;社区安全与综合治理;社区公共卫生及疾病预防;社区环境及物业管理;社区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社区社会保障等。做好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必须充分挖掘和整合社区内外资源,如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智力资源、政策资源等。

(4)社区治理具有多向度性和上下互动性。

社区治理作为区别于政府行政化管理方式的另类社会管理模式,其权力运行是一种多向度的、上下互动的过程。它不是通过发号施令、制定和执行政策来达到管理的目标,而是主要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来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所需要的社会秩序和权威,主要不是来自法律赋权,而是依靠人们内心的接纳和认同。




(三)中国农村社区治理理论取得了新进展

根据贺雪峰(2005)
[15]

 、赵树凯(2006)
[16]

 、李水山(2007)
[17]

 、王霄(2008)
[18]

 等学者的研究,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理论取得了实用性的进展,并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推进的重要性形成了一些共识性的理论结论。下面对其进行简要归纳。

(1)农村社区治理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出路。

如何才能让农村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这是国人非常关心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及发展要保持较高速度并可持续,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要顺利实现,必须要保持农村社会的相对有序,必须让农民可以持续地改善生存环境,必须让农村劳动力的再生产可以延续,简而言之,必须要有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点,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是重要手段和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社区治理和农村社区建设对于中国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意义,是一项重大的战略性举措。

(2)农村社区治理对于重建新的农村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社区治理关系到中国农村与农民未来的出路,即一种新的农村生活方式的重建。要为中国近7亿的农民建立新的现代化生活标准,确立以人为本的新的发展指标,不仅从物质而且从人的内心和谐、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等这些方面来设计新的治理模式,建设新的乡村文化。当前的农民问题,不纯粹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不纯粹是生产方式问题,更是生活方式问题。在事实上农民不可能快速转移进入城市,农民收入不可能得到迅速提高的情况下,从农民主体立场出发的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重建农民生活方式,从而为农民的生活意义提供说法;是从社会和
 文化方面为农民提供福利的增进;是要建设一种不用金钱作为生活价值主要衡量标准,却可以提高农民满意度的生活方式。

(3)农村社区治理关系到中国文明的重建。

中国近7亿农民的农村社区治理会在文明的创造上、在价值的形成上、在文化的构建上自在自给、自成一体,是关乎中华文明复兴和世界未来出路的重要方面。从面向未来、全局、世界与现代化的角度看,一个国家的农村,不仅包括解决农业、农民问题的功能,而且具有应对国家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化的多种综合功能,比如充当工业化的缓冲地带,保护环境资源和文化资源,开拓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空间,成为城市居民的精神故里和家园,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积蓄力量,作为粮食安全和食品保障基地、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基地,扩充公共产品市场,形成连接农村和城市的新型产业,等等。而这些功能在成功综合开发农村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得到验证。

(4)农村社区治理是当前政府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工作的抓手。

作为近7亿农民解决衣食住行问题、赖以生存的现代社会共同体,农村社区本身首先不是一个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的单元,它应该有几个基本内容,比如独特的价值、伦理,较强的认同,浓厚的互助与人际关系,先进的治理体制,平等的国民待遇,丰富的文化活动,重建的公益事业,良好的生活环境,完善的生活设施,基本的社会保障等。这正是政府农村工作的重点和抓手,从过去单纯抓增长、抓收入、抓城市化,转向抓农村社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的整体建设,强化村庄的“价值生产能力”。

(5)农民的组织问题是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

农民的组织问题实质上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问题。国家提出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要做到这一点,农民就要被组织起来。农村虽然有了村民自治,但农民的组织问题并未完全解决。从社区治理理论出发,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建立一种农村自治体制,而在于农民没有形成自己的利益代表。“三农”
 问题的本质是农民权利缺失,而农民权利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组织化程度太低。只有农民被组织起来,才能联合起来对抗市场化风险,获得更好的经营效益,才能重建乡村公共道德秩序和文化氛围,才能实现农村社区的高效运作,等等。因此,农村仅仅依靠村民自治组织是不够的,还应该更多依靠农民经济性合作组织、社会性服务组织、文化组织来服务农村社区社会生态。因而,未来一定时期,保护和扶持农民组织发展,应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工作的一个重点。

(6)具体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具有多元性。

农村社区重建必须与新的乡村治理范式的重建相结合,即农村社区需要建立多中心治理格局。中国地域广袤,农村情况复杂,乡村有多种类型,同一类型下还有细分类。农村社区治理不但涉及村庄本身的性质,包括村庄的经济资源、人际关系资源、社会环境等因素,而且与乡镇、县市甚至省一级的治理情况有种种复杂关系。因而,在多样化的村庄结构和多样化的乡村社会条件下,具体的农村社区治理结构也不应该千篇一律,实施“一刀切”的单一做法,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灵活处理。

总而言之,社区理论的发展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操作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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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村社区建设的历史经验

从全世界来看,进行乡村发展和农村社区建设的国家,既有发达国家如欧盟各国、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也有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印度等。它们都在致力于促进本国欠发达乡村地区的发展。因此,通过横向比较,研究国外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与做法,了解其相关成功经验,可以为中国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本节首先选取典型发达国家和地区介绍其农村社区建设
 情况,然后介绍典型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社区建设做法,最后对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与经验进行探讨。

一、发达国家和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

这里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欧盟、加拿大、美国、韩国来分别介绍它们的农村社区建设情况。

(一)欧盟不以城市为目标的农村社区建设

欧盟现有28个成员国(截至2018年10月),2018年人口为5.13亿人,GDP为18.75万亿美元,地域面积为438万平方公里。欧盟50%左右的人口居住在占地域面积90%的农村地区。一个与我国具有相同人均国土面积、相同民族历史文化长度、同样具有内部地区经济差异和城乡贫富差距、相似的城市化程度的“国家”,正在大规模地推进农村建设。

2005年,当我们正在制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方针时,欧盟也正在制定它的“2007—2013年农村发展政策”,这是一个与我国有相似目标的七年农村发展计划。其核心之一是如何分配欧盟农村发展公共资金和如何引导各国、地方和私人在农村地区的投资。为此,“2007—2013年农村发展政策”的目标是支持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在那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满足消费者对食品质量和安全的要求;进一步增加农村地区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主导作用;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让农民生活富裕起来。这个政策包括四个原则:第一,提高农业和林业的竞争性;第二,管理土地以保护农村地区的自然环境;第三,推进农村经济的多样性和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第四,以“领导+”(LEADER+)的方式自下而上地由地方社会团体联合机构主持制定社区发展规划,并由这些机构按规划提出并管理农村发展项目及其来自欧盟的基金。欧盟试图利用一个专门基金、一个专门模式、一个专门网络,把整个欧盟的
 农村发展控制在“欧盟农村共同政策”框架内,从而实现农村的协调发展。

1.一个专门基金

一个专门基金是“欧洲农业农村发展基金”(European Agricultural Fund for Rural Development,EAFRD)。该基金集中管理全部农村发展资金。欧盟计划2007—2013年7年投入资金970亿欧元(2004年不变价),约合人民币9 350亿元,其中3%(26.6亿欧元)为“领导+”规划专项基金。与此相配套,欧盟各国还需拿出几乎相同数额的配套资金。这样欧盟和各成员国7年计划投入农村建设的资金将达到2 000亿欧元(约合20 000亿人民币),平均每年285亿欧元。

欧盟国家乡村社区发展有4条值得借鉴的经验。

(1)吸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实行了三项改革。

第一,管理体制改革。农村地区的所有建设项目都必须以“领导+”的方式由地方社会团体联合机构主持制定规划,在规划制定后方能获得和使用“欧洲农业农村基金”。

第二,明确农村建设的三项基本目标:实施农业结构调整以提高农业的竞争性;加强土地管理以改善农村环境;推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多样性以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各国各地在制定规划和在申请项目资金时,必须说明一个项目如何能够同时对以上三项目标有所贡献。

第三,财政体制改革。把目前对农村地区投资的五个项目和三个基金合并到“欧洲农业农村基金”,由这个基金对欧盟农村发展资金的投入、管理和审计实施统一管理。也就是说,不是以行业管理的方式按条条分发农村建设基金,而是集中各行业的资金到一个基金,然后以规划区为单位按项目拨发下去。这项改革与我国提出的“改革政府支农投资管理方式,整合支农投资,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要求如出一辙。

这三项改革表明欧盟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农村发展必须规划先
 行,而且规划方式是自下而上由地方社区主导的;农业发展旨在提高竞争性,用土地管理带动环境保护,用多种经济提高农民收入;统一管理农村建设的公共资金。

(2)既坚持欧盟原则,也给不同国家和区域留下了选择弹性。

欧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在这样的政治经济条件下,执行一个“共同农业政策”要比我国困难得多。但是,2000年以来,欧盟的确在原15个成员国执行“共同农业政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经验。“2007—2013年农村发展政策”在确定了欧盟农村发展政策的4个原则后,明确要求各国按照自己的国情,把这些政策原则转化为本国战略;各地区在每个原则中选择适合于自己实际情况的项目。例如,在“提高农业竞争性”下有15类项目;在“推进农村经济的多样性和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下有8类项目;但所有项目都必须“自下而上地制定地方发展规划”。这样,既坚持了欧盟的原则,也给不同国家和区域留下了选择的弹性。这对我国如何给不同区域在使用中央公共财政资金上留下弹性上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3)通过资金使用比例管理协调农村建设。

按照“2007—2013年农村发展政策”的规定,一个地区在使用农村发展资金的过程中必须兼顾4个原则,至少在“提高农业竞争性”和“推进农村经济的多样性和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上使用15%的资金;在“管理土地和保护环境”上使用25%的资金;在“自下而上制定地方发展规划”上使用7%的资金。这样,有可能避免出现农村发展的不协调,如只顾生产,不顾环境;或相反,只是保护环境,而不能增加收入。事实上,过去那种多渠道投资的方式常常难以兼顾其他,从而造成农村发展中新的不协调,而只有在一个基金的统一管理下才能实现有比例的按需投资。

(4)规划先行,采用自下而上由地方社区驱动的规划和项目管理。

规划必须先行,更重要的是规划制定和实施的方式,欧盟所实
 行的是由地方社区驱动和各社会部门合作的自下而上的方式。2000年以来,在老欧盟的15个发达工业国家推行了“领导+”的规划方式,在今后7年里还要在各个成员国家全面推行这种规划模式。

2.一个专门模式

一个专门模式是指“领导+”规划和农村发展管理模式。“领导+”的官方名称是“把农村发展的愿望与农村经济发展各项活动联系起来”(Links between Ac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Economy)。所谓“领导”并没有具体的意义,只是名称首字母的缩写,因欧盟从1989年起执行过LEADERⅠ和LEADERⅡ,此次规划方式被称为“LEADER+”。“领导+”的任务是,组成地方社会团体联合会主持制定他们所在地区的农村发展总体规划,按欧盟政策导向设计农村发展项目,并负责实施和管理发展规划项目。

按照欧盟的规定,在人口密度为120人/平方公里的地区,一个“领导+”联合会所辖地区的人口一般在1万人～10万人之间,一个“领导+”联合会所辖区在80平方公里～800平方公里之间,这大体相当于我国一个乡镇的土地面积和人口密度。从工作机构上讲,“领导+”地方社会团体联合会是欧盟农业农村基金在地方的代理机构,是非营利机构,不隶属于地方政府,而是由若干地方社会团体(LAGs)、有志于地方事务的个人和公司,以及一定比例的地方政府官员共同组成的一个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成员必须来自这个社区的不同社会经济部门,地方政府官员和选举产生的官员不超过50%。其通常的名称是“领导+某某地区社团联合会”;它们直接与欧盟在他们所在国的代表机构发生工作关系,与地方政府有合作关系。

3.一个专门网络

一个专门网络是指欧盟“领导+”网络。每个“领导+”地方社团联合会必须在本国或欧盟其他成员国找到另外一个“领导+”地方社团联合会,相互访问分享经验。每个“领导+”地方社团联合会必须进入欧盟“领导+”地方社团联合会的网络,在欧盟内进
 行交流。

欧盟试图利用一个专门基金、一个专门模式、一个专门网络,把整个欧盟的农村发展控制在“欧盟农村共同政策”框架内,从而实现农村协调发展。尽管这条路在老欧盟已经有了7年的经验,但是,欧盟许多国家都有这类集中管理社会事务的传统,因此,在新欧盟中执行这个战略不会有太大阻力。在这一点上,我们与欧盟有共同之处,而与美国相距甚远;从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欧盟比美国强许多。我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如何避免美国忽视农村发展和推行郊区化政策的错误,学习欧盟推进农村发展的经验,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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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居民点不同于城市,它基本没有一个建筑边界。欧洲人在实践中发现,无约束的发展是有问题的发展、有后遗症的发展、盲目的发展和让少数人渔利而大部分人失利的发展。这类发展貌似发展,其实是倒退。现在,欧洲人在做村庄规划时,特别考虑了村庄扩张时可供选择的地理方向,考虑了他们的选择是否可以保护高质量的农田和其他自然资源。同时,他们也要考虑哪一个村庄有发展潜力,如水源、学校、公共交通等因素。实际上,欧洲的村庄规划首先是约束性规划。它把那里的乡村建设约束在自然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约束在基础设施可以允许的条件下,约束在传统建筑环境可以容纳的基础上,约束在社区居民可以认同的前提下,不是以城市为目标进行乡村社区建设,而是要建立真正的乡村社区。
[2]



1.建设绿色的乡村社区

欧盟国家乡村社区注重维持自然生态过程的完整性和持续性,顺其自然地建设乡村社区。乡村社区的景观包括三个要素:包括农田、草场、树林、水面、社区内部的绿地和庭院内外的绿地在内的开放空间,把乡村社区与社区周围开放空间分开的绿色边界,以及
 把乡村社区之间联系起来的绿带。乡村社区的空间布局形式相对集中,而且每个乡村社区都有明确的绿色边界:树木、河流或小溪、由绿茵覆盖着的道路,总之,绿色是乡村的主题。欧盟的乡村社区建设方式正在从工业化向生态化转变。那里没有开山凿石、毁田造地之类的大规模建设,而是在原有建设用地上的再开发。在那些村庄里,常见到不水平的宅基地,但均属于建筑顺自然地貌而建。道路建设也不求宽大笔直,而是弯弯曲曲,顺其自然,水能流,人也能走,保持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地貌,这样既有利于防洪、阻滞滑坡,也适合维持植被的生长和地下水源的储备。乡村小溪清澈见底,乡村建设所引起的工程性水土流失微乎其微,更没有引发水质污染、水源枯竭、水利工程淤塞垮塌和地质灾害频繁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从规划角度看,这些绿色的乡村社区可以分解为三个组成部分:绿色的开放空间、绿色的网络、绿色的社区边缘。绿色的开放空间在居住社区内外都有,只是尺度不同。农田或草场构成社区外的开放空间;居住区内开放的公共空间和庭院绿地构成社区内的开放空间;农业功能的开放空间与生活功能的开放空间之间由绿带隔开。这种绿色乡村社区的空间模式保证了那些乡村社区在土地使用上的长期稳定性,所有的发展都是在原有的建设用地上调整,从而克制了乡村社区蔓延式的发展。这样的乡村社区追求的是乡村社区的空间布局与环境相协调,走的是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2.建设基础设施完善的乡村社区

老欧盟国家的乡村社区几乎没有旱厕,所有的厕所都是城市型的,所有的污水都进入家庭的污水处理系统,经过处理再进入村庄的排水系统,从而保证了乡村社区的绿色。道路上的主排水管道由地方市政部门建设,家庭污水处理系统的费用包括在整个住宅的建设费用中,由用户承担。每个住户有两个不同颜色的垃圾箱,一个装有机垃圾,另一个装无机垃圾。在每周的一个确定日子,住户把
 垃圾箱沿街摆放好,以便两辆自动垃圾车分头拉走这两类垃圾。如果发现住户没有按规则对垃圾进行分类,或把不适当的东西放到垃圾里,垃圾车将会拒绝收集这个垃圾箱,甚至罚款。垃圾箱和垃圾收集、处理的费用由地方政府征收的房地产税及其他税收支付。地方政府鼓励住户不仅对垃圾进行分类,而且减少垃圾量。在这些国家,购物的塑料袋是收费的,0.5～1欧元不等,其目的是减少人们使用塑料袋。许多乡村社区居民把有机垃圾留在后院沤做肥料,他们所吃的食品也远比城里人新鲜、有机。这样,每人的垃圾量远低于城市人的垃圾量。

老欧盟乡村社区很注重各类安全设施的配备。在主要道路上设置了各类交通安全设施,如减速限速的标志和路坎,过街横线和有人过街的标志,分道标志,学校标志等。道和路的交叉口同样有让车标志。主道两旁的住宅标准退后红线至少在5米,如果用地不够,允许设置篱笆。路旁住宅的标准退后红线至少在3米,或者是改变大门的朝向,侧墙向街。这类道路安全设计方案层出不穷。地方政府对乡村社区的交通安全非常重视。

老欧盟乡村社区住宅的消防设施也相当完备。乡村社区的各户和社区关键位置都设置有标准消防栓。一块宅基地上用于建房的土地一般不超过50%,绿色的庭院在住宅与住宅之间自然形成了消防隔离带。由于每个住宅建筑都与道路相连,住宅与住宅之间又有空间,从而留足了消防通道。

实际上,交通设施、排污设施、垃圾回收和消防设施在邻里之间和整个社区内部的街区之间构成了一个安全边界的边界。

3.建设继承历史和保持乡村人文环境的乡村社区

老欧盟的乡村社区从建筑风格、空间布局和整体氛围上,或多或少传承了它们各自的历史。住宅的建筑风格延续了传统风格,独门独院的村舍式住宅仍然占据了乡村社区住宅的90%,而新型的连体式成排别墅不到5%,并且保持了住宅的多样性特征,在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外形和尺度完全一样的住宅,每个住宅都有它自己
 的个性。乡村社区的社会氛围依然质朴,人们可以在5～10分钟之内步行到田野里和小溪旁,也可以与邻居隔墙交谈。乡村社区的自然环境依然未改,开放空间、羊肠小道、田野和牧场仍然是那些乡村核心居住区的背景。

老欧盟乡村社区的视觉特征不仅是外观的,也是文化的和历史的。实际上,这些历史特征也是乡村社区建设的一道没有色彩却有时间的历史边界。1990年代以来,美国新城市主义规划的倡导者常常把欧洲乡村社区的现存模式移植到美国,作为他们设计城市社区的基本参考模式。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我国所倡导的农村建设模式进行深刻反思。

4.建设社区居民认同的乡村社区

老欧盟乡村社区在人口规模、用地规模、空间布局和与人相适应的建筑尺度方面都提供了易于使人们形成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社区的物质条件,那里的人们的确容易相互熟识,知道谁有什么专长,有困难到哪里去寻求帮助,甚至谁应当做什么。各乡村社区都有各式各样的场所,如村里的运动场、小学校、公共汽车站、小商店,等等。这些场所把不同的人和活动结合在一起,为人们相互间的联系提供了可能,以形成共同利益。乡村社区里常常见到地方政府张贴的要求社区成员参与社区民主管理的公告,如“参与规划”“建筑管理为你服务”,还有一些将要举行的社区各类会议的时间表。无论他们属于哪个社会阶层,只要涉及地方社区事务,他们便以一个利益集团的形式参与社区事务,既对地方政府的工作形成了监督,也有效地维护了乡村社区居民的利益。例如,乡村社区型公共服务设施的严重滞后给乡村社区中的弱势群体带来了社会分配不公,而转移到乡村社区居住的强势群体正在与弱势群体联合起来,为争取额外的社会分配而敦促政府扩大对乡村公共服务设施的投资。

欧盟乡村社区建设模式正在改变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功能主义规划模式,形成新城市规划的潮流:以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为规划背
 景,采用人的尺度,追求多样性,发展公共交通,提倡步行,尊重历史传统,维护地方的社会资本;同时,乡村社区正在成为区域城市规划的一个模块,使之与城市融为一体,以致我们难以用传统方式划分城市和乡村。

(二)加拿大注重促进乡村社区能力建设,实现城乡衔接

从当今发达国家乡村社区发展的情况来看,市场化、全球化也会造成乡村社区经济的衰落及功能转型,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断收缩,一些外部力量造成居民凝聚力的削减。因此,即使是发达国家,市场化与城市化也会造成乡村社区在产业、公共服务及居民认同感塑造方面的相对衰落,并成为城乡社区协调发展的主要障碍。这里以加拿大为例,讨论它如何解决乡村社区的发展问题。

面对乡村社区的衰落,加拿大乡村复兴基金(Canadian Rural Reconstruction Fund,CRRF)于1997年发起加拿大新乡村经济(Canadaƴs New Rural Economy,NRE)规划,通过政策决策者、研究人员及乡村居民共同参与的新乡村建设运动振兴乡村,从而实现城乡社区在功能上的衔接。新乡村经济规划通过研究人员、政策制定者及乡村居民共同努力,寻求社区资本的合理搭配方式,减少城乡居民在经济收入、个人福利、社会交往等方面的差异,从而提供了借助乡村社区能力建设实现城乡衔接的路径。在加拿大乡村社区能力的建设路径设计上,注重从四个方面提高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及社会凝聚力。

1.提高居民的交往互动能力

加拿大乡村社区能力建设突出了居民交往互动能力建设,把乡村发展的能力建设放在交往实践与过程的背景下考察。在市场化条件下,城市与乡村不可避免地会有利益和文化冲突,加拿大主要通过提高政府与居民交往互动的能力来解决问题。从加拿大乡村建设的具体历程来看,许多发展是通过大学拓展项目、传统媒体的教育功能实现的,也有一部分是借助面对面交往实现的,从而创造并培
 养共同纽带。借助像因特网这样的新信息与通信技术,为乡村社区的经济联系、人口素质提高、社会互动与团结创造更好的条件。通过教育的方式提高乡村居民的交往互动能力,解决乡村社区发展中的冲突,培养居民自身能力与素质,从总体上提高社区能力建设成果。

2.发挥传统经济活动的文化纽带作用

传统自给自足经济在加拿大仍然很常见,它对乡村经济及文化都有贡献,并与乡村居民的就业、收入、居住时间等家庭生活特点有关。尽管存在缺乏土地、物资或资本等因素产生的贫困家庭参与传统经济活动的结构性障碍,但加拿大特别注重通过各种途径来发挥传统经济活动的文化纽带作用,构建交换和互惠的复杂网络,以此来增进城乡居民之间的社会交往。

3.重视服务供给的双重功能

在乡村和小城镇,公共服务不但为居民间的联系与信任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政府提供了信息基础,它已经成为提高乡村居民生活福利水平的重要支持,以及地方经济转型的可能途径。公共服务不但与乡村及小城镇居民生活品质有关,而且是吸引经济活动、挽留居民及维持社区的强大基础。因此,加拿大特别重视乡村社区公共服务供给的建设,加大力度提高对乡村居民生活品质有帮助的各类公共设施和服务的建设与供给,增强乡村与小城镇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能力。

4.为乡村社区能力建设设置主要抓手

为推进乡村社区能力建设,提高乡村社区对居民的经济支持和服务供给,并增强居民的心理归属感,加拿大政府设置了三个主要抓手作为工作的重点。

(1)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对乡村社区经济及居民凝聚力的支持作用。

信息技术的进步方便了居民之间的交往互动及居民劳动技能的提高,但也会造成城市价值观对乡村的过度入侵。通信技术及
 设施的改善提出了地方社区如何利用新技术寻求地区、全国和国际支持来增强自身能力的问题。虽然加拿大在全国各地进行大规模通信设施建设,但是像地方媒体、会议、信息板和电话这样的乡村地区传统通信形式仍被保留下来,作为日常通信及交往互动的方式。在小型乡村社区,像社区快报这样的传统的通信方式曾是促进社区发展的重要工具,如今也能够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识,从而培育社区归属感。

(2)加大公共服务供给,挽救乡村衰落。

在加拿大,一些人口密度小、地理位置偏远的乡村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对于受到现代城市文明冲击的乡村居民来说是降低生活风险、提高生活品质的关键因素。公共服务供给会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一定程度上缓解一些乡村社区的贫困问题,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及其带来的生活品质上的差别。为此,加拿大特别从加大公共服务供给和提高供给质量入手,尽量缩小城乡社区间的服务供给差别,从而挽救乡村的衰落。

(3)推进多方力量协作,为乡村社区能力建设提供内在动力。

在加拿大,乡村社区建设特别注重发挥多方社会资源的力量,推进社区居民、社会团体及政府等多方协作,这既是建设乡村治理的合理结构,也为乡村社区建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加拿大的公共部门机构有责任动员和整合乡村社区的自然、文化、人力、社会、政治、金融资本等各种资源,来解决地方所面对的公平与责任问题。乡村社区及居民在政府与社会团体的指导与帮助下,对乡村社区发展模式、资源利用方式、公共服务供应的类型及模式都拥有发言权。乡村居民不仅是政府的服务对象与公共服务的消费者,也是乡村社建设和事务处理的参与者,居民通过参与乡村事务提高决策水平,增强了对社区的责任感与归属感。

总而言之,加拿大乡村社区能力建设注重的是政策制定者、社区领导人以及居民共同参与决策的发展路径,针对的是乡村社区在市场化与全球化冲击下所面临的衰退问题。它注重从经济支
 持、服务供给等方面加强对乡村居民的支持,并由此培养乡村居民的社区归属感,从而消除乡村社区的天然缺陷,实现城乡社区的功能衔接。

(三)美国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和农村发展政策

1.美国农村社区发展概况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家。美国农村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发生在二战以后,大规模的人口搬迁带来的是农村社区的衰落。1950—60年代,美国农村一直在衰落,直到1970年代才有所好转,但1980—90年代美国经济的衰落又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因此,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美国农村一直在衰落的过程中。

与农村社区衰落相伴随的是农业的高度集中。美国国土面积与中国差不多,但农地资源比中国多得多。美国的农业生产在几十年间由众多的家庭小农场集中到17万个大型农场里。目前美国劳动力中只有不到3%的人从事农业生产。人们对农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把农村看成是农业生产的地方,而是强调农村对提高生活品质和享受生态环境、自然风光的价值。基于此,美国的人口迁移也从以往自农村向城市流动演变为农村与城市间的多样化迁移。

2.美国农村社区建设政策的特点

美国20世纪农村社区建设和农村发展政策表现出下列特点。

(1)美国联邦政府自上而下鼎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实现农村电气化、电子通信、改善交通、广泛的教育改革、贫困和营养救济,以及多种方式的农民增收,在美国,这些目标都有全国性政策或机构、项目做保障。1929年爆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当时的胡佛政府成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确定了政府直接干预供求的原则,首次体现了向农民提供更稳定的经济环境的国家责任。1933年,罗斯福政府实行复兴国家的“新政”。政府在
 提供贷款给农民购买农业机械、良种和肥料的同时,为了建设农村社区、帮助农民家庭,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农业部设立“公共道路办公室”负责“从农场到市场”的交通道路网络建设,在国会设立“农村电气化管理局”负责将供电线路架往乡村,地方上的协作组织也建立起来,由联邦政府向它们提供信贷以便在乡村修路架线。

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高度重视对农村的信息、技术支持和教育、培训工作。一是政府聘用农业技术人员无偿为农民作农业技术指导,甚至以支付现金的形式鼓励农民改良土地;二是广泛成立专门服务于乡村地区的社区学院,这些社区学院常常成为当地谋求解决社区重大问题的最有能力的地区性协作机构;三是设立乡村教育培养项目,其中最著名的项目是“合作推广服务”(CES)。“合作推广服务”是由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办的世界上最大的农业推广培训组织,其触角遍布美国乡村。

(2)美国农村社区建设特别重视学校的作用。

美国政府为了加强农村建设,1990年分别在各州建立“州农村发展委员会”,制定战略规划,采取具体措施。
[3]

 在美国农村社区建设中,学校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一方面,农村社区为学校提供了实践基地,同时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并为学校提供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另一方面,农村学校吸引了工商业的投资,使社区中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增加,增加了消费能力,增加了社区人口,提高了相应社区的居住条件和劳动力素质,增加了社区的活力。例如,美国学者麦克·D.伍茨等人对俄克拉何马州阿特卡县(Atoka County)的研究表明,1980—2000年间,大部分村庄人口减少,然而,有学校的农村社区则好得多。1990—2000年间,50%
 有学校的小村庄人口增加,而37.5%没有学校的小村庄人口增加,34.9%有学校的大农村社区人口增加,而只有30%没有学校的大农村社区人口增加。与此同时,学校的基础设施也面对社区成员开放,为社区居民提供教育服务。
[4]

 将学校建设融入农村社区建设中,使二者相得益彰。同时,国家还特别重视对农村社区内学校的投入,例如,美国在2000年通过的《农村学校保障和社区自决法案》要求加强对农村社区的支持,该法案于2007年9月失效,7年内,美国的州郡接受了超过25亿美元的拨款。2008年,美国国会将该计划延长至2011年。根据延长后的法案,地方郡县将获得另外17亿美元的资金。
[5]



(3)农村社区建设后期联邦政府角色发生了改变。

随着农村社区发展目标的日益本地化和区域化,地方和各州解决就业问题和地区发展问题能力的不断增强,联邦政府最初大包大揽的角色逐渐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农村发展问题从最初被认为仅仅与联邦政府相关,逐渐转变成一件公众、企业和各级政府都关心的事情。另一方面,农村发展的领导权逐渐从联邦政府转移到地方政府、州政府、区域性组织和私人手中。但即使这样,来自联邦政府的财政补贴仍然是农村发展进程中稳定、重要的资金来源。例如,2011年美国农业部向41个州和美属波多黎各拨款超过3.89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上述农村社区的公共学校和道路建设等。
[6]



(4)农村社区高度自治,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机构活跃。

美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一大特色是社区高度自治,并活跃着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机构。在美国农村,每个乡村小镇就是一个社区,镇民大会是社区议事机构,由选民选举产生的若干委员组成社区决策机构。这种直接民主形式确保了社区的充分民主和自治。


 大量的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和志愿者机构成为农村社区成员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重要平台。特别是1980—90年代以来,美国地方政府将更多的职能转交给各种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体去承担,社区从自治到治理成为社区建设的新形式。

(5)美国农村政策目标发生了转变。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水平的提高,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发展农村经济的目标,已经从保障农村的最低生活标准演变为“在保护人人可分享的农村的同时,为农村居民创造新的、高收入的就业机会”。
[7]



(四)韩国“新村运动”逐阶段推进
[8]



从1970年代开始,韩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村运动”。这项起源于农村,旨在改变农村环境,提高农民收入的运动,为提高韩国农民水平,推动农村全面发展做出了贡献。

1.“新村运动”的缘起

1945年韩国光复后,科技水平的提高推动了经济高速发展。1960年代后,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工农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拉大,贫富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村人口的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化、弱化,农业后继无人,部分农村地区濒临崩溃。针对这些问题和矛盾,韩国政府正在酝酿解决办法。有一次,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在考察庆尚北道清道郡一村庄时发现,该村农民自发组织起来,修缮村内桥梁和道路,改变村庄环境,当地农民呈现出蓬勃向上的生活态度。朴正熙进而设想,如果在全国农村开展这种建设运动,韩国农村地区会有很大改观。于是在1970年4月召开的地方长官会议上,韩国政府正式提出了建设新农村运动(即新村
 运动),其基本内涵是以政府支援、农民自主和项目开发为基本动力和纽带,以勤勉、自助、协同为基本精神,引导农民自发地建设新家园。

2.“新村运动”发展简况

(1)“新村运动”的基本做法。

“新村运动”的基本做法是设计和实施一系列农村项目开发,围绕这些项目开发,由政府支持、农民自主的家乡建设活动发动起来。政府向全国所有村庄每村免费发放水泥400袋,平均每户4 袋,并规定只能用于修建桥梁、公共浴池、洗衣场、修筑河堤、村级公路、改善饮水条件和房屋等公共事业,不得他用。当年韩国全国35 000个村中近半数村庄表现积极,完全出乎政府预期。1971 年,政府进行了一项调查,根据实际表现把各村分成三类,成绩最佳的为自足村,表现一般的为自助村,表现最差的为基础村。对各类村庄采取奖勤罚懒措施,对表现积极的村庄支持物资水泥由每村400袋增加到500袋,并另增1吨钢筋。鼓励措施鞭策了后进村,1973年,韩国全国村庄中基础村还占1/3,到1978年基础村已全部晋升为自助村,而自足村上升到2/3。

(2)“新村运动”的发展阶段。

韩国政府在推进“新村运动”中,还制订了阶段性目标,每个阶段都超出了预期,实现了超常规发展。总结起来可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基础建设阶段(1971—1973年):这一阶段由韩国中央政府内务部直接领导并组织实施,目标是改善农民居住条件和部分公共事业。政府支持水泥钢筋等物资,农民以勤勉、自助、协同精神自主开展家乡建设。为指导这项建设,成立了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并形成自上而下的网络。同时,成立了新农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培养了大批新农村建设指导员。

第二,增加收入阶段(1974—1976年):韩国政府派出农村运动指导员、各级公务员、社会各界负责人分批对农民进行指导,并动员高校教师和科研院所科研人员向农民讲授新技术。韩国政府对
 成绩突出的村庄提供贷款和优惠政策,帮助农民提高农作物产量,并开展多种经营,增加收入。同时兴建村民会馆、自来水设施、生产公用设施,使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农户收入明显增加。

第三,充实提高阶段(1977—1980年):因受到韩国国内批评,韩国政府调整政策,改过去政府主导的“下乡式运动”为乡村民间自发式活动,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展畜牧业、农产品加工业、特产农业,积极推进农村保险业和农村文化事业。政府提供建筑材料,支持乡村文化事业建设和工农业开发区建设。这个阶段注重遵循经济规律,突出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实效。

第四,国民参与阶段(1981—1988年):韩国政府继续调整“新村运动”措施,建立并完善全国性的新农村运动的民间组织,把培训、信息交流、宣传工作交给民间组织承办。政府负责规划、协调并提供财政、物资、技术支持。这个阶段着重调整产业结构,开展多种经营,发展农村金融业、流通业,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增加农民收入。在这一阶段,农民普遍认为,他们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已接近城市居民水平。

第五,国民自我发展阶段(1989年至今):随着“新村运动”向城市延伸,韩国形成了整体国民教育和城乡经济交流,城乡工农差距缩小,“新村运动”演变到国民自我发展阶段。有助于农村发展的农业科技研究、培训、推广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组织以及流通、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应运而生,在促进城乡交流、调整产业结构、加强国民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推动了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促进了经济稳定发展。

(3)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内容和社会效益。

“新村运动”初期,针对农民的迫切要求,韩国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农民生活环境上,为此,韩国政府实施了一系列开发项目和建设工程。诸如:修建农村公路。韩国丘陵、山区比重大,许多村庄分布在山沟里,与外界联系十分困难。1971—1975年间全国农
 村公路架设桥梁65 000座,每村都修建了宽3.5米、长2公里～4公里的进村公路。到1970年代,除个别偏僻村庄外,实现了村村通公路的目标。

第一,改善住房条件。1970年前,韩国全国250万户农户中80%都住的是传统的茅草屋。“新村运动”开始后,首先是改造屋顶,把茅草换成瓦片或铁皮。农村修通公路后,建材运输方便,运输费用大幅下降,许多农民把改房变成建新房,这一行动仍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因而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第二,村村通电。1960年代末,韩国农村只有20%的农户安上电灯,其余农户仍然使用煤油灯。由于新农村建设把通电当作一件大事来抓,1990年代韩国全国就实现了电气化。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一旦通了电,农民就把彩电、电冰箱、洗衣机买回了家。村村通电,也为工业品打开农村市场、扩大内需创造了条件。

第三,改善饮水条件。过去农民一直饮用井水,既不方便又不卫生。像城里人一样喝上自来水一直是农民的梦想。新农村建设开始后,农民把山泉引入贮水池净化,再用水管接到厨房。也有人打深井,用水泵提水引入房屋。现在,农村普遍使用井管挖掘机,提取干净的深层井水,更加方便了农户。

第四,推广高产良种。“新村运动”初期,政府就下功夫推广被称为“统一系”的水稻高产优良品种,使水稻从每公顷单产3.5吨提高到4.9吨,农民在实践中还学会了“集团栽培”整体高产整套技术,每10～30户农民由一名技术熟练的班组长带领,共同选种、育苗、插秧、施肥、灌水,一直到收割。良种和栽培技术的推广,使韩国水稻生产水平进入新阶段。

第五,增加农民收入。以前,农民收入主要源于低产农作物。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农户收入除农业收入外,还增加了商业、农产品加工、观光旅游等非农收入。非农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从1994年的35%提高到2004年的50%。就农户人均年收入而言,1970年为137美元,到1978年就上升为649美元,目前,
 韩国城市居民每收入1美元农民就收入0.98美元,基本持平。

第六,发展农协合作。为适应市场经济,农民以农协形式发展合作经济,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韩国耕地是私有制,农户属于小农经济。虽然农业生产由各户分散进行,但在农协内部创办了农村金融机构,方便了储蓄,同时贷放农业生产资金。农协还兴办了商业,为农户提供良种、农药、化肥、农资、家电,农协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七,兴建村民会馆。从1972年开始,各村纷纷建立村民会馆。在会馆中,召开各种村民会议,还举办培训班、交流会,农忙时节,会馆还开设公共食堂,以减轻妇女家务负担。农民在会馆集会时,有关人员同时统计农户收入和农业生产进度。在会馆中,还展示本村发展计划和发展蓝图,动员农民积极参与其中。会馆的集体活动使农民在社会实践中领悟到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

3.政府在“新村运动”中的作用

自“新村运动”开始,韩国政府在组织管理、协调服务、日常运转、教育培训中就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1)进行组织协调。

为适应对“新村运动”的领导,韩国政府在中央、道(相当于我国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郡(相当于我国的地市)三个行政级别上设立了新村运动协议会,中央协议会会长由内务部部长兼任。在面邑(相当于我国的乡镇)基层行政机关设立新村运动促进委员会。另外,在中央有关部内设定分管这一工作的处室和负责人。为防止推诿、相互扯皮,还精简了重复的中间环节,提高了工作效率。对工作成绩突出的公务人员,给予晋级和升薪。

(2)提供财政支持。

为支持新农村建设,韩国政府通过多种渠道筹集经费。1978年的支农经费比1971年增长了7.8倍,1994年政府和民间投资额为11万亿韩元,1990年代后期投入42万亿韩元,进入21世纪后又计划投入119万亿韩元。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支持不釆取平均主
 义,而是鼓励竞争,奖励先进,择优投入。

(3)建立监察制度。

为推动“新村运动”正常进行,韩国政府制定了一系监督检查制度,对监督对象、范围、方法、信息分析、反馈体系都做了明确规定。总统随时深入农村,实地检查,做出指示。

(4)建立培训制度。

韩国政府十分清楚,“新村运动”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因此,有必要加强新农村指导员和公务员的联系,分工协作。同时,对国会议员、各部部长、大学教授以及新闻、企业职工、将军、公务员、指导员集中培训,共同讨论,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4.“新村运动”的失误与教训

(1)政府过度干预,农民过于依赖政府。

政府干预在运动初期起到了强力推动作用,但长此以往难免助长长官意志和决策失误。同时,单一、单向的政府行为导致和加剧了“政绩主导”的倾向和后果,建设了实际对农民帮助不大的“面子工程”。

(2)产生了环境污染。

为了提高农产品产量和增加农民收入,施放大量农药、化肥,产生了环境污染。

(3)引发了农民负债。

过于注重农村住房的改善,使农民负债累累,加重了农民负担。

(4)未能克服小农经济的局限。

虽然“新村运动”一时拉近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未能改变农业生产规模小、效率低的问题,也未能阻止农民的外流。

(5)理论研究滞后于社会实践。

韩国学者认为,如果早一点对“新村运动”中的政府过度干预进行反思,强调“民主导”,运动可能进展得更理想一些、失误更少一些。




二、发展中国家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

这里选取印度和墨西哥两国介绍农村社区建设情况。

(一)印度农村社区建设的做法
[9]



印度是一个人口超过12亿的发展中大国,也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近7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农业产值占GDP的30%,从业人员占总人口的65%。1947年印度独立后,印度农业长期发展缓慢,农村落后面貌改观不大。印度有地农民耕种规模过小,生产方式原始,技术陈旧;无地农民有增无减,贫穷不堪。按联合国每人每天支出1美元的绝对贫困标准,印度贫困人口约为3.9亿,且集中于农村地区。印度农村的基础设施、生存环境、教育和医疗等社会保障水平远落后于城市。印度农村建设的加速始于1993年实施的第73次宪法修正案。该法案催生了负责政府有关农村发展各项工程的自治机构体系的建立。印度农村建设的重点内容包括下面几个部分。

1.实施“绿色革命”战略和推行乡村发展计划

印度独立前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传统落后的。独立后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推行合作化运动。20世纪中期之后,又推行“绿色革命”和乡村发展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现代化进程。

(1)实施“绿色革命”战略。

印度政府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标志着印度农业发展转折的“绿色革命”。以技术革命为中心突破口,实施科技促农、科技提效战略,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具体措施主要有六个方面:第一,全面推动农业科技革命,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介入科技
 普及推广,并引导全国性科研机构进行农业尖端科学技术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第二,改善农作物品种,推广高产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化肥使用和扩大灌溉面积等;第三,政府不断增加对农业的开发,对各种农业投入给予补贴;第四,政府通过收购粮食建立储备制度,有效地缓解因粮食歉收造成的饥荒;第五,扩大对农业的贷款,规定土地开发银行、商业银行和各初级合作社等都可以发放农业贷款;第六,积极吸收外资和外援。从印度全国的状况看,“绿色革命”战略的实施,使高产品种播种面积从1966—1967年间的189万公顷扩大到1997—1998年间的7 600万公顷;灌溉面积从1965—1966年间的3 090万公顷扩大到1999—2000年间的8 470万公顷。1999年,印度每千公顷的拖拉机使用量达9.4台,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达750.8万台,农业用电量达712亿度;化肥施用量从1965—1966年间的78.5万吨增加到1999—2000年间的1 810万吨。1950—1951年间到2000—2001年间,每公顷谷物产量增加383%、稻谷增加186%、小麦增加318%、玉米增加236%。“绿色革命”奠定了印度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并成为印度农村变迁的直接推动力。

(2)推行乡村发展计划。

印度立足农村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采取“政府扶持,社会运作,总体规划,分解实施”的方式,试图通过农村综合发展计划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贫困、农业低效、农村落后的“三农”问题。政府的乡村发展计划目标具体有四个方面:第一,引导农村居民从长期不开发转变为充分就业;第二,引导农村居民使用科学知识,使之从生产落后状态到达高度的生产水平;第三,通过促使农家建立信心的方法推广合作原则;第四,通过全体居民的努力来兴办全村的公益事业。乡村发展计划的费用主要依靠政府提供。政府建立计划委员会作为乡村发展计划的中央机构,负责制订计划的全面规划和实施方案。各邦政府也设立了以首席部长为首的邦发展委员会,统管该邦乡村发展计划的具体实施。在各县设立一位相当于副县长的
 县发展官员,在区和村则设立区发展官员和村工作者。这种从中央到地方严密而完备的领导体制,为乡村发展计划的广泛推广提供了保证。此外,政府在30个地区设立了训练中心培养基层干部,设立全国乡村发展学院以培训高级官员如邦发展专员等。政府还对全国乡村发展计划的实施和进展进行监督并为此设立独立的专家小组进行计划评估。

2.解决农村贫困、区域不平衡和城乡不平衡问题

(1)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措施。

印度城乡的贫困问题都相当突出,农村贫困面大。2000年,印度农村的贫困率为27.1%。为进一步解决印度农村的贫困问题,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主要包括实行社会公正,提高表列部落、表列种姓和贫困阶层的社会地位;推进定点扶贫发展计划;对限制农民增加收入的规定进行审查;扩大推行乡村综合发展计划等。

(2)解决农村经济社会区域失衡、城乡失衡问题。

印度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一直面临区域不协调和城乡不平衡问题。在区域失衡方面,印度工业发展水平较低,农村区域发展的水平差距主要来自农业经济发展的差距。印度北部与西部地区(特别是旁遮普邦和哈里亚纳邦)农业生产水平高,粮食产量和农民收入较高。南部和东部地区(如比哈尔邦、奥里萨邦、中央邦)生产水平和粮食产量较低。印度区域发展的差距相当大,10%的最低收入者占有的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3%,而10%的最高收入者占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33.5%,基尼系数为0.378(1997年),分配不平等程度很大。在城乡不协调方面,印度独立以来,城市化发展缓慢,不仅阻碍了城市本身的现代化进程,也阻碍了农业现代化进程。根据印度官方统计,1961年,印度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7%,1971年为19.91%,1981年为23.34%,1991年为25.71%,2001年为27.78%,远低于世界城市化发展水平,区域的城乡差别突出。


 为有效地解决上述社会经济的失衡,印度政府进一步推进了乡村工业发展,通过乡村工业化改变经济结构和社会状况。第一,从组织上给予支持。政府按部门建立了一系列乡村工业方面的产业委员会,分别负责印度有关乡村工业的发展。同时,还在各县建立县工业中心,综合管理县内农村工业。其主要任务是协调各工业部门,制订和实施各种发展计划,进行资源调查,统筹基础设施,供应生产设备,提供技术服务,收集经济信息,开拓产品市场等。第二,从财政上给予援助。主要通过国家投资、财政补贴、信贷保证等途径解决乡村工业发展所需资金。第三,从政策上予以倾斜。具体做法是:提供保留项目,放松管理控制,保证原材料供应,帮助开拓市场,提供技术服务和技术培训。

除此以外,印度政府历来重视乡镇的社区化管理。在联合国社区化运动的推动和一些发达国家基金会的扶持下,印度政府采取重建小城镇社区计划,包括在南部沿海地区新建社区化城镇和内陆小城镇社区化计划。计划涉及社区规划、社区服务、社区保障、社区公共安全、社区医疗卫生、社区教育等多项指标,通过提升城乡连续谱小城镇社会管理水平,逐步缩小城乡社会发展的差距。

3.实施科技促农政策,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

印度通过政府主导、民间运作,形成科技促农、科技提效的社会化体系,提升农业现代化发展水平。印度政府鼓励民间机构介入创办农村科技教育培训基地,建立各级政府与民间合办的机构。这些机构完全由民间基金和规模较大的企业资助,实行基本免费或少量收取成本费或材料费的体制,而工作人员、管理人员大多有志于农村科技普及工作,因此,较之政府出资、人员由政府派驻的形式更有生命力。在农村科技研究方面,采取由政府部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组织在内的一元化的科技领导体制。尤其是从事农业的企业,政府成立了公私营企业研究与开发小组,鼓励和支持公私营企业发展农业科技开发工作。


 4.发展各种农业合作化组织,提升农业发展组织化水平

针对农业生产专业化需求,整合、完善、提升和发展各种农业合作化组织,以促进农业生产与农村市场更紧密地结合。农业合作社形式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主导性的,即起主导作用的自律性生产经营组织。这种形式的合作社遵循入社自愿、民主管理的原则,其权力机构是由社员选举产生的理事会。另一类是按农业生产功能和门类组建专业性或专门性合作社,主要有农业信贷、供销、耕种、牛奶、渔业、消费及住宅合作社,等等。印度政府非常重视合作社的发展,在组织上和经济上给予支持,包括培训、补贴和资金援助等,特别是对以加工企业为核心发展农村工业的合作社给予重点扶持。印度农村这种合作化组织的作用,对于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生产组织的调整提供了借鉴的思路,新农村建设不仅需要农村本级的努力,而且需要建立一个城乡互动的社会化框架,其社会化的主导力量是民间机构和民间力量。

5.提高农村社会管理综合水平

印度农村社会虽然较之在独立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其农村社会管理综合水平仍很低。如乡村普遍缺乏整体性规划;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覆盖率低;垃圾处理、排污水等公共卫生设施不到位;社区服务条件很差;城乡流动人口缺乏有效管理等。针对上述社会管理问题,印度政府采取一系列长远的或应急的综合措施,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开放农村市场,以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印度政府进一步调整农业政策,包括:拉吉夫·甘地(Feroze Gandhi)时期实施的旱地发展计划;扩大对小农的贷款;取消农村工业发展的各项限制,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保障经济收益人的合法权益。1990年代之后,拉奥政府实行农工商综合体的改革方案;瓦杰帕伊执政期间加速国内经济的自由化,进一步放开农村市场。印度通过上述政策、措施,增强了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经济实力,提高了农村社会管理的综合水平。


 深化经济改革,在快速扩展社会基础设施的过程中提升农村社会综合管理能力。在瓦杰帕伊执政期间,延续了拉奥政府的经济改革举措,将经济体制从所有阻碍经济增长的官僚政府管制中解放出来,向各部政府下放更多的财政和行政管理权力;授权各邦政府自行批准额度在150亿印度卢比以下的属于基础设施部门的外国直接投资项目;将“快速扩展社会基础设施”(包括饮用水、住房、教育、保健和卫生)、“快速扩展物质基础设施”(包括电力、石油、公路、运输、港口等)、“实行国家水政策”等方面作为优先发展范围,这对于提升农村社会综合管理能力是一个有力的保证。

巩固和完善乡村基层自治体制,充分发挥乡村潘查亚特自治体的作用,强调民间组织和乡村公民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印度历届政府延续推行自由教育和“保留政策”,进一步激发乡村低种姓成员的政治意识,使其平等地参与乡村社会综合管理。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并通过教育改变印度农村的新生代,保持稳定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这对于综合提升农村社会管理水平更具有战略意义。

6.在农村建立多种形式的服务与救助体系

农村社会保障是印度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社会保障总的分成两大部分、三大体系。两大部分是指以社会保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以社会福利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两大部分分别体现在三大体系之中:一是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二是救助体系,三是社区服务体系。村(居)民享受着法定的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区服务。在社会保险方面,建有养老保险、疾病与生育保险、工伤保险等险种。

乡村社区服务是印度农村主要的社会保障和救助服务形式。根据印度宪法,各邦要履行维护法律秩序的职能,从事发展教育、医疗卫生及灌溉等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同时还要促进工农业发展、照顾穷人的需要等。邦财政支出分为发展支出和非发展支出。前者包括社区支出和社会经济服务支出。社区服务支出包括教育、文化艺术、医疗卫生、救灾等方面的支出。非发展支出包括退休金及其
 他各种服务支出。

(二)墨西哥的农村社区建设既有成功也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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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牧业在墨西哥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二战后至1960年代中期是墨西哥农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政府和私人大幅度增加对农业的投资和贷款,大大加快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牧业的增长率走在国民经济的前列。但1960年代后期起,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加快,国家对农业的投资逐渐减少,农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也不断下降,农村人口比重也不断下降。如今,墨西哥70%以上人口生活在城市,不到3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墨西哥在1982年债务危机后开始进行经济改革,然而改革加剧了农业危机和农村的社会矛盾。为克服危机和缓和矛盾,1980年代中期以来,墨西哥历届政府致力于农业改革和农村社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1.促进农业发展和解决农村贫困的措施与计划

墨西哥的农业明显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位于毗邻美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较为发达的现代化商品农业。这类大型农场约占全国农业生产单位的3%、耕地面积的20%、农业总产值的50%。另一种是位于中部和南部地区的传统的小农经济。这类落后的小农经济约占全国农业生产单位的75%、耕地面积的28%、农业总产值的20%。

大型农场面临着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关税、价格等问题,而小农经济由于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日益衰落。为应对现状,墨西哥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农业改革措施,比如降低农产品关税,减少国家对农业的直接干预,放开农产品价格,修改宪法有关条文和土地法,停止土地改革,实行村社土地私有化,允许村社土地进行
 买卖等。1991年12月墨西哥议会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宣布停止自宪法生效以来实行的土地改革,实行村社土地私有化。1992年2 月,修改后的新土地法宣布把土地所有权交给分得土地的农民,允许农民通过买卖、租赁等途径转让土地,鼓励小农与商品农业合作经营,鼓励外资和商业资本对农业用地投资,经营农牧业生产。与此同时,各届政府先后提出了“直接支持农村计划”、“农村联盟计划”、“全国农村协议”和“兴建新型农村社会”等一系列农村社会发展计划。其中2001年开始实施的“兴建新型农村社会”计划的内容包括:发展农业、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以灵活的方式提供贷款,确保国内外市场,修建基础设施工程和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到2004年,墨西哥政府3年累计投资100亿美元用于农村建设,3年间墨西哥全国农业产值增长率超过6%。2006年12月墨西哥新政府除了继续执行以前的农村发展计划,还制定了为期6年的“资助农村特别计划”,采取一系列旨在发展农业的行动举措。

2.农村建设的成效与问题

墨西哥的农业改革和农村建设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1)农业发展实现了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墨西哥通过农业改革,逐步摆脱了国家过多干预、统得太死的内向型发展模式,实现了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的转变,提高了农业发展绩效。

(2)缓解了农村社会矛盾,促进了农业发展。

墨西哥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农村发展计划,对缓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修宪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但也增加了贫困农民比重。

墨西哥对宪法的修改和颁布实施新土地法,为土地兼并、实现集约化经营开辟了道路,有利于农村的资本化和提高农业生产力。但是,随着土地的集中,大批小农和村社社员被兼并或被迫破产,直接导致农民中贫困人口的比重大幅上升,大量贫苦农民从中部和
 南部逃入北部,伺机偷渡美国。年均偷渡美国的40万人中近50%来自中南部地区的农民。

(4)放开农产品进出口引发了新的动荡与危机。

墨西哥政府放开农产品进口与出口后,其粮食生产和供应受到国际市场的左右,直接导致粮价上涨,引发了新的社会动荡和危机。

(5)农村社会发展计划削减了贫困人口,但并未解决根本问题。

墨西哥自实施农村社会发展计划以来,其农民中贫困人口占总贫困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但比例仍然高达45%～50%。其中占全国总人口10%以上、大部分居住在农村的印第安人,80%以上处于贫困状态,无法享受社会福利和医疗服务,并因此引发了1994年震惊世界的墨西哥南部印第安农民武装暴动,这是该地区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累积的爆发。

三、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早在国家民政部2007年部署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之前,全国就已经有部分地区先行展开了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如江西省自2001年起开始了在部分地区进行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实验;江苏省太仓市2001年就率先从社区党建、社区民主自治和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入手着手农村社区建设;浙江省义乌市2003年就在全国率先推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决策,等等。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后,在国家民政部的主导下,2007年农村社区建设的实验开始在全国铺开,至今已有304个县(市、区)被纳入实验区。经过数年的实验发展,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摸索总结出了若干有效的建设模式,积累了一定的实践经验。下面以已形成的主要建设模式为线索来介绍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与经验。




(一)“一村一社区”模式的农村社区建设实践

1.“一村一社区”模式的概念

“一村一社区”模式是指在一个村委会区域范围内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做法。

由于我国村委会建制完整,因此我国大多数农村社区建设采用这一模式。农村社区领导机构是村“两委”,由社区党组织书记或村委会主任兼任负责社区管理事务。

2.“一村一社区”模式的特点

(1)一个村委会就是一个社区。

村委会和农村社区合二为一,农村社区具有良好的组织机构。在村级组织的功能上,实现了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扩充和强化了村委会的服务功能。服务村民是村委会的法定职能之一,但如何服务和服务机制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而在村委会中引入社区服务后,该问题得到了较好解决。

(2)社区主要经费来源于集体经济。

以村委会设立社区,大多为集体经济较好的区域,社区建设投资多源于集体经济。由于集体经济发展得好,村委会既是社区建设的领导者,具有号召力,也可以开展以建制镇为单位的社区建设的全面规划发展。

(3)通常可以列入政府发展规划。

以建制镇为基础设立社区,符合我国行政管理常规,社区内党支部和村委会的领导机构健全稳固,容易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通常可以被列入政府发展规划,从而在政策制定、资金保障上容易得到优先支持。特别是在社区服务的机制上,实现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的有机统一,使得政府公共服务的渠道得以畅通。

(4)社会团体力量相对薄弱。

在该模式下,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政府作为准行政机关,行使着行政管理职能,这容易导致民间社
 团组织的缺失和力量薄弱。

3.“一村一社区”模式的案例

“一村一社区”模式是我国大多数农村开展社区建设普遍采取的模式,比如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沙坪镇火花社区、四川省宜宾市珙县巡场镇兴太社区、湖南省临澧县张公庙镇护国社区、湖南省临澧县九里乡同心社区、湖南省临澧县新安镇古城社区,等等。有些是整个市都采用“一村一社区”的模式,如山东胶南市。这里以胶南市、湖南省和宜宾市为例介绍其农村社区建设的做法。

(1)山东省胶南市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做法。

胶南市一贯坚持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方针,实施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城市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战略。胶南市通过完善机制,加大投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快速发展。其主要做法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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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明确社区建设的领导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平台。基于此,2006年5月,胶南市在深入开展“四民”活动、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制定印发了《关于加强农村社区建设的意见(试行)》,明确了目标任务、表彰措施,着力强化教育农民、服务农民、组织农民、富裕农民“四大功能”,配套下发了《胶南市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和《胶南市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验收评估标准(试行)》,在51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搞好试点的基础上,在全市稳步推开。为确保创建工作取得实效,成立了由30多个部门和镇(街道)组成的农村社区建设指导委员会,将其纳入新农村建设整体布局,与新农村建设一同试点、一体推进,产生出明显的推动力。将农村社区建设列入市委、市政府对市直各部门和各镇、街道办事处的精神文明建设考核体系,强化监督
 检查,调动了全市上下抓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胶南市在农村社区建设启动的3年内,累计投资50亿元进行农村社区功能性、网络化基础设施建设。①加强生产设施建设。市财政拿出270万元扶持重点发展项目,在镇驻地和中心村社区建设农资、日用品连锁超市、“农家店”,全市已建成、在建各类农村超市近5万平方米,极大地方便了社区群众的生产和生活。②加快医疗卫生设施建设。全市已完成351处农村卫生服务站的新建、改造任务,使每个服务站的业务用房面积达到60平方米以上。③加强文化设施建设。全市已建成镇、农村社区文化活动站(室)900 个,实现了镇有综合文化活动站、社区有文化活动室,全民健身工程室外活动场所达254处、室内健身房152处。④加强“邻里中心”建设。在全市51个农村社区试点建起了集社区党建、文明创建、村民自治、双拥工作、便民服务、文化教育、健身娱乐于一体的社区邻里中心,并不断延伸到每个农村社区。⑤加强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胶南市投资9亿多元,开展“百村示范、千村整治”活动,实施农村“四通”、“三改”、“三化”和“两集中”工程,在全市形成了环境整治、拆旧建新、穿衣戴帽、村居改造、合村并点、农民新村等六种社区建设模式。

第三,完善组织体系建设,促进农村和谐稳定。

①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按照一社区一支部的原则,在社区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同村委会实行“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积极推进村民自治,不断健全和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探索实施村级组织“四权”决策机制,进一步理顺了村级组织的职责和关系。市财政每年拨付1 100万元,统一发放社区主要干部的工资。选派机关干部担任农村社区建设指导员,公开考选优秀大学生到社区任职。②加强民间组织建设。在大力发展农民经济合作组织的同时,指导成立社区事务协调管理协会,定期研究处理社区内生产生活资料供应、安全保卫、卫生保洁、计划生育、公共设施使用、居民纠
 纷调解等事宜,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和谐稳定。③推进社区警务建设。在社区建立了“巡勤警务”工作机制和“双向通报”制度,夯实了平安建设的基础。

第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以社区“邻里中心”建设为突破口,多途径搭建农村社区服务平台,实现了把“第一时间”交给群众。大力开展向农村社区援建图书室活动和文化活动室活动,积极实施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坚持每年举办中国·琅琊旅游文化周、杜鹃花会、春节民间艺术表演、“胶南之夏”广场文艺演出等一系列有特色的大型节庆文化活动,引导群众开展各种喜闻乐见、健康有益的文化体育活动,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构建了市有中心、镇有大厅、社区有站点的便民服务网络,形成了镇、社区干部为群众“跑腿”办事的局面。

第五,健全社区保障机制,促进农村社区持续发展。

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市绝大多数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实施被征地农民和成建制转非村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由市财政安排资金为被征地农民办理社会养老保险。建立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做到“应保尽保”。建立健全城乡困难家庭医疗救助、教育补助、生活救助等10项社会救助制度,形成了覆盖全市2万名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大力发展社区慈善事业,市慈善总会多方募集善款,救助各类贫困群众。

(2)湖南省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做法。

1)概况。

湖南省十分重视农村社区建设试验。国家民政部下发《关于做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民函[2006] 288号)后,“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相继被写入湖南省第九次党代会文件和湖南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列入了省委、省政府的议事日程。省民政厅从全省不同地域、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122个县(市、区)中,挑选了长沙市开福区、浏阳市、常德市临澧县、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益阳市南县、岳阳市平江
 县、邵阳市洞口县、株洲市芦松区等8县(市、区),作为全省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县(市、区),其中,将开福区、浏阳市、临澧县申报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出台了《湖南省农村社区建设试点方案》,成立了省农村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协调全省农村社区建设,全面启动了全省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目前,农村社区建设进展顺利,农村社区雏形已经形成,运行机制基本确立,社区服务已经开展,农民群众开始受益。服务农民群众的“敞开式办公、一站式服务、一次性受理”等相继运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的“改水改厕工程”“沼气工程”“绿化工程”“自来水入户工程”“公路入户工程”等成效显著;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的“农民讲习所”“农民学校”等随时开讲;活跃农民文化生活的“农民剧院”“农民书院”“图书阅览室”“农民健身场”“农民文艺宣传队”等活动经常开展。农村社区开始成为农民的精神家园、后勤之家和交往场所。

2)湖南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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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以湖南3个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共19个试验村为例来介绍其基本做法。

①采取“一村一社区”的基本模式,建设“一会一中心六站”。“一会”,即把农村社区建在村上,实行村委会和农村社区合二为一,参照和仿效城市将“居民委员会”改为“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做法,将原“村民委员会”改为“社区村民委员会”。“一中心”,即在社区党组织和社区村委会之下设立“社区服务中心”。“六站”,即在社区服务中心之下,设农业科技、扶贫帮困、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法律、关心下一代等6个基本服务站。在服务站的设立上,因村而异,其名称和数量不强求统一。在这3个实验县,有的农村社区的服务站多达9个;有的村设立了“工业园区管理服务站”
 “居家养老服务站”等。

②党政推进,明确领导机制。3个试点县(市、区)的党委、政府有一个共识,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是造福农民的民心工程、德政工程,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举措,必须作为政府行为全力推进。3个县(市、区)被确定为全省、全国的实验县(市、区)后,迅速行动,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为了取得经验,普遍建立了县(市、区)领导联点扶建制度,县(市、区)委书记、县(市、区)长直接指导一个村,具体组织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同时明确规定,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为试点工作第一责任人。在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中,都明确规定了县(市、区)委组织部、宣传部、民政局、财政局等职能部门和妇联、共青团、工会、老龄委等单位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并开会宣布,使其成为一项硬任务。

③推进城乡交流,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经验。3个县(市、区)都特别重视借鉴城市社区建设的成熟经验。在开福区,区里确定2个先进城市社区和1个农村社区结成对子。全区共安排了6个城市社区以2对1的形式帮扶3个农村社区。每个对子经常相互走访、交流经验。在浏阳市和临澧县,均安排了1个城市社区与1个农村社区结对。农村、城市社区之间的交流,不仅帮助了农村社区,也为建设城市社区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

④推进资源整合,节约建设社区。各实验县(市、区)委、政府高度重视,有效整合包括新农村建设的资源,政府公共服务的资源,村委会原有资源,一些学校撤并、企业改组改制闲置资源等在内的所有资源。在社区建设过程中,没有增加农民负担,没有搞形象工程,没有铺新摊子,体现了物尽其用、节约建社区的精神。

⑤依靠村民,推动社区民主。3个实验县(市、区)始终把相信村民、依靠村民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深入宣传发动的同时,试点中的重大问题均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
 论决定。如农村社区怎么建,建在哪里,是建在村、村民小组、自然村还是实行多村一社区,这些问题由村民代表会议反复讨论,最后表决通过——村建社区。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站如何设置也由村民说了算。谁来担任社区服务中心主任一职,谁来当服务站长同样由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3)湖南“一村一社区”模式的优点。

①实现了村委会组织和农村社区组织的有机统一。在基层组织的建制上,“一村一社区”模式实现了村委会组织和农村社区组织的有机统一,避免了“村委会”和“社区”两张皮。“村委会”是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农村社区”是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所要建立的农村基层组织。如果两个组织分开建,就有可能产生工作内容、职责、权限、机构等方面的交叉、重叠、扯皮、推诿等现象,导致“两张皮”的问题。而将“村委会”和“社区”合二为一,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产生“两张皮”的组织和制度根源。

②实现了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在村级组织的功能上,“一村一社区”模式实现了管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扩充和强化了村委会的服务功能。服务村民、开展自我服务,是村委会的法定职能之一,但村委会应付行政事务多,服务的方式和机制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而在村委会中引入城市社区服务的经验,问题便迎刃而解。

③实现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的有机统一。在社区服务的机制上,“一村一社区”模式实现了政府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的有机统一,畅通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渠道。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果断地逐步将过去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的指导思想转到了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轨道上,服务“三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越来越多。然而,政府不可能把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发到每一个农民手中,这就需要有一个“中转站”或者叫“对接点”。村委会和农村社区的合二为一,找到了这个“中转站”和“对接点”,这就是“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及其下属各“服务站”。有了这个
 “中心”和功能不同的“服务站”,就可以上承政府部门、下联村民群众,把政府的公共服务具体化作每一个农民的实惠和好处。与此同时,也为建立政府的公共服务、村民之间的自助互助服务、市场化服务和农村社区的各种便民利民服务等相辅相成的服务网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④实现了稳定农村和建农村社区的有机统一。在农村社区的建设上,“一村一社区”模式实现了稳定农村和建农村社区的有机统一。农村社区建在村上,不变更村的区划、不搭新的班子、不影响村里工作,使农村社区在和谐中建立。若不如此,而是将农村社区建在村民小组、自然村上或搞多村一社区,势必要进行区划调整(“社区”首先是个地域概念),伴随调整而来的就是建机构、搭班子、加大经费投入,农村社会的震荡也就在所难免。而实行“一村一社区”模式,将村委会和农村社区合二为一,不仅不会对农村现状伤筋动骨,诱发矛盾,而且使农村社区有了坚强的组织机构,增强了村民对村委会的认同感、依赖感、亲切感,有利于开展社区服务。

⑤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有机统一。在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上,“一村一社区”模式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区建设的有机统一,为新农村建设找到了平台、途径、切入点和突破口。一是以村为单位建社区,不仅为农村社区建设找到了归宿,而且使新农村建设具体化。二是为新农村建设找到了切入点。新农村建设的“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5大目标是远与近、虚与实的辩证统一。农村社区建设从农村基层社会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社区服务建设入手,这就将新农村建设目标从远处、虚处拉到了近处、实处。三是为资源整合找到了一条有效的制度化的途径。党的“三农”政策必将引导和促进各种社会资源不断流向农村,农村社区作为一个平台,作为各种资源的一个汇聚点,能够有效吸纳和消化这些资源,使农民得到真正的实惠。四是这一模式为动员农民积极参与新农村
 建设找到了突破口。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农村社区,目的在于造福农民群众,农民得到实惠了,建设新农村的积极性也就被调动起来了。

⑥实现了农村社区建设与推进农村城镇化的有机统一。在与城镇化的关系上,“一村一社区”模式实现了农村社区建设与推进农村城镇化的有机统一,为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找到了抓手和推动力。“建设农村社区,过城里人生活”,是湖南3个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的农民不约而同地提出的一个响亮口号。事实的确如此。一方面,城镇化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建设又为城镇化提供了推动力。这就是农村社区建设越发展,越能接纳城镇的带动和辐射,越能为推进城镇化提供更多的粮食资源、土地资源、人才资源、环境资源等,进而推动城镇规模的扩大、城镇数量的增多、城镇功能的完善和城镇体系的发展。

(3)宜宾市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做法。

宜宾市翠屏区是国家民政部确定的“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2007年4月,宜宾市第一个农村社区在翠屏区邱场镇谢坝村正式批准挂牌成立,标志着该市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全面启动。目前,该市已建立了82个农村社区。过去是乱山丘的地方,如今已经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社区,道路硬化,光纤、电话、自来水、沼气进入每家每户,医院、学校、幼儿园、爱心超市、影院、图书室等社区服务项目应有尽有。2010年,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会上,国家民政部明确提出要在全国全面推行“一村一社区”宜宾模式。宜宾市建设农村社区的主要做法如下。
[13]



1)制定政策,确定条件。

2007年,宜宾市在考察了山东省的“多村一社区”和江西省的“一村多社区”模式后,结合宜宾实际,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
 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意见》,在全市范围采取“一村一社区”的模式,逐步将符合农民居住相对集中、农村村庄已经形成或初具规模,有一定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地处平坝或浅丘、乡村道路畅通三个条件的行政村村民委员会改为社区村民委员会。对不符合条件的行政村,暂保留原有的设置形式不变,条件成熟一个设置一个,不搞村村设置。首批选择了16个村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试点成效逐步扩大。

2)民主讨论、逐级审批。

重要决策须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将村民委员会改设为社区村民委员会,必须尊重广大村民的意愿,这是组建农村社区必须经过的重要程序。按照管理权限逐级报批,完善村级党政组织名称的变更、挂牌和更换印章,使之对内对外都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村社区。

3)制定规划、完善方案。

农村社区充分发挥发展、建设、管理和服务的功能,制定了农村社区组织配套建设方案,村庄建设规划方案,农村社区办公活动场所建设规划方案,全村危房户、无房户、草房户改造规划方案,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规划方案,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项目规划方案,普及农业科技和传递致富信息实施方案,建立农村社会救助体系方案,建立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和社区服务体系实施方案,农村社区建设所需资金投入计划方案。

4)建立规章、积极实施。

按照社区管理方式,建立健全整套规章制度,包括社区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村“两委”及其各部门各岗位各协会的工作职责、便民服务手册,等等。特别是社区村民自治章程,要有章有节、有条有款、有头有尾,要召开村民代表会议讨论、修改、通过、执行,用制度规范工作、用制度约束行为、用制度管人管事。农村社区的建立,彻底改善了农村居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使农民得到了实惠。


 5)综合资源,财政激励。

一是因地制宜充分激活村级集体经济活力。在政府或农村专业协会的指导下,毗邻城镇和公路沿线的村,就大力发展工业、商业、服务业等的企业;有丰富矿产资源的村,就大力发展矿山开采业及配套的加工企业;有较多荒山、荒坡、荒水的村,就大力兴办林场、茶场、果园场等绿色企业;河流、鱼塘、水库等水资源较丰富的村,就大力发展养殖业,在模式上不搞“一刀切”,更不搞“村村冒烟”办工厂。二是综合多方资源。以区县为主体,充分运用新农村建设的各项优惠政策,综合村级阵地建设、扶贫、农业、林业、民政、交通等多方资源,在通盘考虑的大思路下,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启动农村社区实质性改革。三是建立激励政策。为调动建设农村社区试点的积极性,市政府制定了以奖代补办法,市财政对每个合格农村社区补助10万元。

(二)“一村多社区”模式的农村社区建设实践

1.“一村多社区”模式的概念

“一村多社区”模式是指在一个村委会内设立多个社区,或者在一个建制村内构建多个以自然村落为基础的社区。我国一些山区丘陵地带,建制村辖区过大,通常覆盖方圆几十公里,管辖十余个自然村,而人口居住又比较分散,一个自然村几十户人家。我国税费改革后,农村进行乡镇改革和村级联动改革,调整村级规模,干部减少,每个建制村村委会干部只有3个左右,不适合以建制村为单位进行社区建设。于是,这些地方的社区建设以自然村为单位设立,一个建制村里设立多个社区。

“一村多社区”模式在江西省比较典型,在当地被称为农村村落社区建设,从200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都保持了强劲发展势头。该模式在湖北省等地区也有出现。

2.“一村多社区”模式的特点

(1)是当地村民自治组织领导力不够或区域划分不适应当地情
 况下的新探索。

“一村多社区”模式是当地村民自治组织领导力不够或不能适应当地情况下的一个新探索,是对当地设立更加合理的社区地域范围和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尝试。

(2)区域范围小,活动灵活,组织方便。

“一村多社区”模式由于其区域范围相对较小,活动比较灵活,组织起来相对方便,适合于这些组织机构分散、村民居住地域分散的农村。

(3)体现了村民自我管理与服务的内涵。

“一村多社区”模式以自然村为基础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充分体现了有共同利益的村民要求组织起来,实现自我服务与自我管理的理念。由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长期独家经营,协作意识差,积极性难以发挥,形成了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农民对基础设施建设、村务管理、社会服务的需求,在村一级组织不能得到相应满足的时候,他们只好自己动手解决。“一村多社区”模式更加充分发挥了农民的主观能动性,促进了基层民主在社区的进一步延伸。

(4)促进了民间组织的发育。

从江西和湖北等地的实践来看,“一村多社区”模式促进了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和成长。比如,江西一些地区的“农村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湖北一些地区的“社区理事会”等,都是在农村发育成长的民间组织,都能够在党组织领导下,有效地解决农村目前普遍存在的、上级政府部门的工作触角又难以延伸到的有关问题,因而是服务农村社会和广大群众的重要社会力量。

3.“一村多社区”模式的案例

这里以江西省和湖北省秭归县为例介绍其“一村多社区”模式实施的做法。

(1)江西省农村村落社区建设。

江西省采用的“一村多社区”模式,在当地被称为农村村落社
 区建设,是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领导下,组织和依靠村落社区力量,整合村落社区资源,强化村落社区功能,解决村落社区问题,深化村民自治,维护农村稳定,促进村落社区各项事业的协调、健康发展。下面从其运行机制、主要目标任务、建设原则和建设模式来介绍该模式的具体做法。

1)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运行机制。

“一村多社区”模式在江西的具体运行机制: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指导,村级组织牵头,志愿者协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村民广泛参与。

2)设定主要目标任务。

以便民、助民、利民、安民、富民为出发点,建立上述运行机制,培育农村村落社区组织,拓展农村村落社区服务领域,发展农村村落社区卫生,繁荣农村村落社区文化,美化农村村落社区环境,维护农村村落社区治安,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实现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在完善试点的基础上,逐年扩大规模,并择机全省推广,促进全省农村村落社区建设的发展。

3)建设原则。

①自愿参与原则。村民加入和退出农村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完全出于自愿。开展村落社区建设各项活动,包括兴办公益事业,需要村民参加和捐款出力的,都应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尊重大多数村民的意愿,决不允许采取强制命令和强制手段。

②量力而行原则。在村落社区建设中,需要着力抓好社会互助救济、公益事业服务、卫生环境监督、民间纠纷调解、群众文化活动等既不花钱或少花钱,又容易见成效的工作。

③服务村民原则。以人为本,以不断满足村落社区居民的合理需求,提高村民素质和生活质量为宗旨,积极为广大村民群众,尤其是农村困难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

④互帮互助原则。充分发扬互帮互助、乐于奉献的传统美德,
 重塑农村新风。

⑤形成合力原则。充分利用村落社区各种资源,发动各方可动员的力量,积极参与村落社区建设,努力形成村落社区建设的合力。

⑥公道正派原则。社区志愿者协会会员办事要公道正派、清正廉洁,不以权谋私,不搞宗派。

4)建设模式。

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的具体模式是:在村落社区中成立以“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老教师、老复员军人)和无职党员为主体,热心村落社区建设的志愿者参加的农村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协会下设村落社区社会互助救助站、卫生环境监督站、民间纠纷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和公益事业服务站,简称“五老一会五站”。

(2)湖北省秭归县农村社区建设的做法。

1)概况。

秭归县位于湖北省西部,长江西陵峡畔,三峡工程坝上库首,是伟大爱国主义诗人屈原的故乡,国家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2018年,全县辖12个乡(镇)、186个村、8个居委会,1 111个村(居)民小组,全县土地面积2 427平方公里,共133 991户370 788人。秭归县是三峡库区的移民大县,淹没实物指标人口达67 506人。秭归县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从2003年起,经历了调查研究、试点、总结推广过程,取得了一定成绩,促进了基层民主发展,推动了新农村、和谐社会建设,加快了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步伐,开创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新路子,形成了适合本地实际的具有较强生命力、创造力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2)秭归县农村社区建设的三个阶段。

2003年以来,秭归县坚持从农村工作实际出发,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以杨林桥镇为发端,大胆探索,努力实践,在全县广泛开展农村社区建
 设,建立起“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基本农户”的新型村民自治模式。不仅对创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改进农村工作方式做出了有益探索,使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得到增强,而且大大加快了全县农村小康建设的进程。全县推行农村社区建设大体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杨林桥镇探索阶段。中共十六大胜利闭幕后,杨林桥镇党委从“凤凰岭事件”中得到启示,经县委县政府批准后开始在全镇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探索,2003年上半年在杨林桥镇白鹤洞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系统论证改革的模式和思路,从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然后在杨林桥镇推开,当年全镇14个村完成了农村社区建设任务。

二是全县试点阶段。2004年初,县委县政府组成工作专班,深入杨林桥镇对农村新老两种体制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肯定了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意义,形成了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意见,成立了农村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同年4月,在杨林桥镇召开农村社区建设现场会,对全县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后全县各乡镇选择了1个村进行试点。

三是全面推广阶段。2004年7月,在全县普遍推广农村社区建设。到2006年底,全县12个乡镇67个村采取撤村民小组建社区、保留原村民小组建社区、在进一步完善村级体制的基础上合村建社区三种形式共建立农村社区779个,选举社区理事2 575人,设立互助组2 180个,覆盖42 443户138 677人,分别占全县农业总户的41.9%和农业总人口的42.6%。农村社区工作村占全县186个村的36%。到2017年11月,全县12个乡镇186个村,已有138个村建立了农村社区,撤销原村民小组1 076个,组建农村社区1 164个,理事会成员共3 321人。改革村级党组织机构设置,在已建农村社区的村,共建立了93个村级党总支、297个党支部、893个党小组,所辖党员7 813人。


 3)秭归县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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秭归县推行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质是对现在农村,尤其是行政村以下单元的政治、经济运行模式的一种改革。其操作的主要内容是“围绕一条主线、实施三大改革”。

①围绕一条主线。一条主线就是把农村政治上、组织上、经济上先进的三种力量整合起来,带动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发展,力争使全县农村在20年甚至更短的时间内步入小康水平。

②实施村级自治体制改革。改革传统的村级以下自治的建制模式,撤销村民小组,按照地域相近、产业趋同、利益共享、规模适度、群众自愿的原则,由30个左右的农户组成农村社区,民主选举3～5个人组成社区理事会,每个社区下设3～5个互助组,建立起“村委会—社区理事会—互助组—农户”的新型村民自治组织机构。社区理事会是负责社区日常事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在村党总支的领导和村委会的指导下,组织全体社区群众按照社区理事会章程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社区内所有重大事项均通过召开社区群众大会,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形成决议,付诸实施。

③实施基层党组织设置模式改革。在成立社区的同时,改革传统地域型村级组织设置模式,在村内根据产业分布划片联合成立产业党支部,按照党员特点、主导产业和社区发展需要成立党小组,在党小组内挂牌确立党员中心户,建立起“村级党组织—产业党支部—功能党小组—党员中心户”的功能型党组织设置模式。各产业党支部、党小组在村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支持、监督、服务农村社区建设,完成党组织自身建设的各项任务。

④实施农村工作指导方式改革。改革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模式,建立双向交流服务模式。建立社会化服务网络,推行文化
 科技、治安调解、计划生育、社会保障四大网络进社区,完善社区服务功能。加强社区党风、政风、民风建设,依靠农村党员凝聚先进力量、培养有为青年、扶持中低等收入群体发展经济,打造小康社区、平安社区、文明社区、和谐社区。完善农村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建立社区奖励基金,制定一系列奖励制度,激励社区更好地开展工作。在乡镇成立联村小康工作组,建立村干部包片联系社区制度,定期帮助解决社区自治中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形成双向交流的社区服务模式,实现农村指导方式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

4)秭归县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经验。

从秭归县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来看,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坚持三条基本原则,即农村社区建设必须与当地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循序渐进地探索管理体系,农村社区建设必须把为民办实事摆在突出位置。其主要经验可概括为五个方面。

①科学定位,明确目标。应把握四个方面,一是党政主导、社会参与;二是便民利民、实用有效;三是规划先行、分步实施;四是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

②突出重点,有序推进。一是着力构建农村社区平台;二是着力服务农村生产发展;三是大力发展社区服务;四是着力提升村民自治水平;五是注重整合农村各项工作。

③整合力量,探索发展机制。一是建立城乡联动机制,建立结对挂钩帮扶机制;二是建立社会化运作机制。

④加强组织领导,增强发展动力。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二是制定政策措施;三是加大资金投入;四是加强队伍建设。

⑤分类指导,实现新突破。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一个长期的建设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推进过程中,应坚持因地制宜、注重实际、分类指导的原则,将村镇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完善村民自治的目标紧密衔接,梯次推进。




(三)“多村一社区”模式的农村社区建设实践

1.“多村一社区”模式的概念

“多村一社区”模式是以乡镇为单位建立农村社区,社区服务中心建立在镇上,涵盖并服务于附近若干个村的一种社区建设模式。这种模式一般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较为常见。如山东省诸城市是该模式的典型代表,浙江省金华市磐安县深泽乡也采取了该模式。

2.“多村一社区”模式的特点

(1)社区服务中心更接近于纯粹服务的机构而非一级行政机构。

在“多村一社区”模式下,社区服务中心通常更接近于一个纯粹服务的机构,而不是一级政府的行政机构。在性质上把社区服务确定在一个专业化的体制中,少了行政色彩,多了专业特色,可以把服务做得更加系统化、专业化、科学化、标准化,并且可以把服务模式进行体制化固定,给予辐射。它与作为行政机构的一级政府部门建设的社区中心有本质区别。

(2)社区设在乡镇一级,由乡镇直接管理社区。

这样一种设置和管理,实际上与其科学化、专业化的特点密不可分。它表现出了高度的集中,3公里～5公里服务辐射既考虑了农民的需要,又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设施的重复建设和浪费。

(3)需要政府的扶助与支持。

在该模式下,由于社区服务中心是一级服务机构,缺少政府部门所具有的宣传鼓动性与号召力,因而其顺利运转需要政府在计划、政策与资金上给予扶持。因为是一级服务体制,在将来的发展趋势上,要尽可能避免追求纯利益的倾向,需要政府的法律规章约束与监督检查。

3.“多村一社区”模式的案例

下面以采用“多村一社区”模式的山东诸城市为例介绍其农村
 社区建设的实践经验。

(1)概况。

山东省诸城市是“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之一,有1 337个村(居),其中村庄1 257个。为解决农村缺乏公共服务的问题,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和新农村建设,该市在全市农村全面开展了“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科学定位、贴近基层、服务农民”的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全市规划建设的208个农村社区及社区服务中心,到2008年6月底已全部建成并投入运行,这推动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2)诸城市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做法。

①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诸城市把农村社区建设作为社会建设的基础性工作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措施;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构筑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有效路径,要求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一把手”亲自抓,强力加以推进。市镇两级和有关部门都成立了社区建设协调指导机构,在民政局设立了正科级的社区工作管理办公室,对全市农村社区化服务进行组织协调、研究部署。先后制定出台了多个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的文件,对相关问题做出规定,提出要求,并不断规范完善。召开多次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和现场调度会,对农村社区化服务进行了专题研究、检查调度,保证了农村社区建设全面顺利地向前推进。

②优化社区空间布局,合理确定服务半径。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有利于整合利用现有公共资源的原则,将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社区,即“多村一社区”。在社区内选择一个交通比较便利、班子基础比较好、发展潜力比较大的村庄,作为社区服务中心的所在村。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半径一般在2公里、涵盖5个村1 500户左右,村庄密集度高的可适当增加村庄个数。确定这样的空间布局,主要是考虑服务半径过大,必然导致服务效率不高、服务水平
 低下;服务半径过小,容易导致公共服务成本过高或公共服务资源浪费,公共财力难以为继,服务力量难以保证,最终难以长久运行。

③建立社区机构,明确职能定位。在每个农村社区设立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内设一个办事服务厅和若干个服务站室。社区服务中心的职能定位是服务,不是一级行政管理机构,它不能干涉村级内部事务;它也不是以生产经营为主的经营性组织。同时,在每个农村社区成立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在乡镇(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围绕社区化服务与建设发挥协调指导作用,与社区内村庄及其他单位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村庄对乡镇(街道)的隶属关系不变。这样定位是为了避免社区服务人员“官僚化”和服务被“异化”的现象。

④贴近农民需求,开展“一揽子”服务。社区和社区服务中心主要为农民群众搞好三大类服务:一是基本公共服务。将乡镇(街道)和市直有关部门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延伸到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满足农民群众在医疗卫生、社区警务、劳动保障、社会救助、文化体育、司法调解、人口计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需求。二是开展生产性的服务。重点是建立健全直接为生产服务的科技信息、生产资料、市场营销服务体系;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设立社区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三是发展市场化的便民服务。按照互利双赢的原则,组织引导有关单位和企业到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便民超市、农资超市、便民食堂,代办代收有关证件费用等,既为农民提供了市场化便民服务,又可获得部分收入用于社区服务中心的运转。

⑤建全完善长效机制,确保社区长期高效运行。主要是健全完善四项机制:一是资金投入机制。坚持以市镇两级财政投入为主,鼓励支持社会各界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二是人员保障机制。每个社区一般配备7名专职工作人员,以乡镇(街道)机关、医院和站所选派为主。同时,组织发动党员干部、团员青年及其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分子,组成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积极参与社区建设。
 三是内部运行机制。结合农村实际和农民办事特点,在社区服务中心的作息时间、办事流程、服务标准等方面,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将社区化服务纳入规范化轨道。四是督查考核机制。市委、市政府不间断地进行督查,确保规范运行。将农村社区化服务列入乡镇(街道)重点工作考核内容,对社区服务工作成效明显的乡镇(街道)给予奖励;对不能按时完成农村社区建设任务的,在年度经济社会事业综合考核中只排名次,不予奖励;对在农村社区工作一年以上、群众满意度高的社区工作人员,优先晋升职称、提拔重用。

(3)诸城市农村社区建设的成效。

①促进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效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农村公共服务缺乏问题是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构建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必然要求。开展农村社区化服务,诸城市把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投向农村、基层和困难群众,为政府公共服务向农村、向基层延伸搭建起高效平台,初步打破了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方面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群众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到及时、便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如医疗卫生服务方面,每个农村社区服务中心都设立了标准化卫生服务站,农民看病可以就近就医、按新农合的要求即时报销。

②巩固了党的执政基础和农村基层政权。推行农村社区化服务,把农村社会服务和管理的热点和焦点问题放到社区服务中心去办理和解决,使村级组织能够腾出更多的精力抓自身建设和经济发展,增强了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适应农村社区化服务的新要求,创新开展农村社区党建工作,有效解决了原来村级党组织管不到或管不了的问题,实现了对农村党员教育管理的全覆盖,强化了我们党最基层的执政基础。

③初步实现了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创新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农村社区和社区服务中心,把乡镇机关和市直部门人员及服务延伸到农民中
 去,变过去浮在面上为现在面对面地为群众服务,这搭建了基层政府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换的平台和通道,实现了权力下放、人员下沉、服务下移,让农民“小事不出社区、大事有人代理”,形成了靠近群众、服务群众的新机制。

④推动了现代农业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增强了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辐射带动作用。社区建立起来之后,引导原来局限于一村范围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向社区内周边村辐射延伸,带动更多的农民群众走上致富路。二是推动了土地经营权的规范有序流转。适应现代农业经营集约化、生产规模化的需求,在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成立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引导农民依法按程序进行土地经营权流转,既保障了土地流转的规范化,又促进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化,从而实现了土地产出效益的最大化。三是提高了农民的科技素质。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将市镇两级的农业科技人员和农村致富能手组织起来,采取集中培训、现场指导、结对帮扶等形式,提高农民的科技水平,加快农业实用技术和最新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⑤有效整合了政府公共服务资源。开展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打造“两公里服务圈”,实现了对现有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确保了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效益的最大化。依托社区服务中心这个平台,越来越多的部门都将服务职能延伸到农村社区,找到了参与社会建设的着力点,整合了政府公共服务资源,有效避免了许多部门在社会建设过程中“各抓各的事、各干各的活”的“单打一”现象。

⑥提高了乡村文明程度。社区工作人员在向农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倡导互助精神、调解民间纠纷、化解各种矛盾、加强治安防控等,促进了乡风文明;农民群众在享受政府公共服务、参与社区建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遵纪守法、互帮互助、邻里和睦的良好风尚,加快了文明村镇建设步伐。

4.“多村一社区”模式的问题

“多村一社区”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
[15]



(1)对于社区服务中心的定位模糊不清。

一些地方在实施“多村一社区”中,对于社区服务中心的定位模糊不清,在中心村设立农村社区,并建立社区服务中心,内设一个办事服务厅和若干个服务站(室),当地给这个农村社区的社区服务中心的职能定位是服务,不是一级行政管理机构,也不是以生产经营为主的经营性组织,并在每个农村社区成立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在乡镇(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围绕社区化服务与建设发挥协调指导作用;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与社区内村庄及其他单位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村庄对乡镇(街道)的隶属关系不变。但从这种定位不难看出,社区服务中心已经逐步成为乡镇街道的派出机构,凭空增加了一道管理层,形成乡镇街道农村社区村委会。这种模式可以说一定程度上是为当地乡镇街道体制改革分流乡镇机关工作人员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过去乡镇街道的“七站八所”变成了今天农村社区的“一厅八站”(综合服务大厅,医疗卫生、社区警务、灾害应急、社区环卫、文化体育、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社区志愿者服务站(室))。“一厅八站”工作人员的身份复杂,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事业编、有的是政府招聘的社会力量。这种模式不仅增加了管理服务层次,而且在一个乡镇街道层面下设置了多个“小乡镇街道机构”,行政化色彩很浓,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村委会的功能。

(2)行政化倾向严重,弱化了居委会功能。

在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在街道与社区居委会之间设立社区工作站,成为一定意义上的街道派出机构,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居委会的功能。目前,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采取“多村一社区”设立中心村社区模式的地方,正是套用了城市社区建设过程中
 设立社区工作站和过去公社下设立“管区”的思维模式。所以说,这种在街道乡镇和村委会之间设立农村社区或设立农村社区服务站等,同样存在着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这样一来,政府的公共服务资源不再向村一级倾斜,而是全部集中在中心社区。诚然,由于资源整合到中心村后,其他村“两委”的职能和威信等逐步弱化,得不到本村村民的拥护,后果值得有关部门深思。

(3)“多村一社区”向中心村社区聚居方式可能引发不良后果。

“多村一社区”向中心村社区聚居方式也值得商榷。虽然一些地方采取向中心村社区聚居,目的是为了形成小城镇模式,整合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但是,这种想法在目前阶段也存在着不少冒进或者说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在经济社会还没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不少村民还存在着顾虑和生产生活上的不适应,加之各自村内的债权债务一时不能很好地解决,要想在短时间内实现向中心村社区聚居还不现实。只有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农民的生产生活程度达到了一个相对高的阶段,也许才有向中心村社区或者说向城市中心聚居的可能。要知道,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目的是为了便民、助民、利民、安民、富民,不是简单地建个服务中心,建个新村、别墅,进行合村并点那么简单。如果不经过多次调查,盲目而不切合实际地进行合村并点,撤销村庄建制,向中心村社区聚居,势必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说,在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的过程中,谨防盲目建新楼、建别墅,撤销建制村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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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历程、成效、问题与发展趋势

一、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历程

我国从国家层面正式推动农村社区建设虽然是2006年以后的
 事,但局部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活动早在2001年前就已经开始了,至今已有二十余年的历史。梳理这段历程对我们了解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未来发展趋势是有帮助的。总体而言,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工作思路形成阶段(2000—2006年)

1980年代中期我国在城市基层管理和服务领域引入“社区”概念,首先提出城市社区服务,进而推进社区建设来满足城市居民的各种需求和提高城市的文明程度,实践结果证明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功。随后,社区的思想也被引入农村地区,江西、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部分地区率先进行了试验。比如2001年江西省民政厅率先探索农村社区建设并开展试点工作,2003年该省将农村社区建设的着力点转向自然村落,明确而具体地提出了以自然村为单位的村落社区建设的思路。

受湖北秭归县杨林镇“凤凰岭事件”(其实质是依靠村民自己办理自己最需要的公益事业)的影响和启发,2003年天忠桥镇党委和政府引入当时正流行于城市的“社区建设”的理念,并首先在白鹤洞村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试点成功后便在全镇统一推行,开始实行撤销运行多年的村民小组建制,组建农村社区。浙江省义乌市从2003年起,在全国率先进行农村社区建设改革,做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决策,制定和实施了全国第一个城乡一体化行动纲领,编制了浙江省第一个城乡一体化社区布局规划。江苏省太仓市从2001年起开始农村社区建设。率先从社区党建、社区民主自治和社区建设保障机制入手来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其他地区也相继开展了试点工作,不断积累工作经验。这些自发试验实践为我国在全国开展试点工作奠定了较好的工作基础。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农村社区服务”“城乡社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要求。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并要求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央有关部门贯彻实施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重要举措分工方案》的通知中(中办发〔2006〕34号)明确要求由民政部牵头,公安部、建设部、农业部等部门参与,共同抓好城乡和谐社区建设工作。

2006年11月,国务院召开的第十二次全国民政会议进一步强调指出,要着力建设城市和农村社区两个平台,整合社区资源,推进农村志愿者服务活动,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农村社区功能,努力建设富裕、文明、民主、和谐的新型农村社区。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深刻阐述和明确定位,为我们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指明了方向。

2006年7月,民政部党组在全国民政工作年中分析会上,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角度,第一次向民政系统提出了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的要求。此后不久,民政部下发了《关于做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民函〔2006〕288号),对试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中央的要求和民政部的号召得到了各地的积极响应,山东、江苏、浙江、天津、广东、福建、安徽、湖北、青海、上海等省份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研究部署,开展了试点工作,江西省前期开展了村落社区建设,摸索出了不少好的经验。

(二)开展试点阶段(2007—2009年)

2007年3月19日,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座谈会在山东省胶南市召开。时任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在会上强调,开展农村社区建
 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措施,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完善村民自治、扩大基层民主的有效载体,也是提高广大农民生活质量和文明程度的内在要求。当期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已具备多方面有利条件,要因势利导,把这件惠及亿万农民群众的事业发展起来。

2007年3月29日,为了探索并逐步完善农村社区建设思路,形成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社区建设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民政部发布《民政部关于印发<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决定从全国有条件的县(市、区)中确定一批“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用1～2年时间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活动,为开展“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县(市、区)”创建活动提供样本。由此拉开了全国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的序幕。

2007年7月27日,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现更名为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司)关于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审批工作完成,全国共批准251个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明确了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和方向。

2007年9—11月,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在江苏省南京市、四川省宜宾市、湖南省常德市举办了三期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讲习班,贯彻中央关于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有关精神,介绍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的有关知识,进一步增强实验县(市、区)党政领导的政治责任感,鼓励他们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创造各具特色的经验,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深入发展。

这一阶段,通过先后在全国范围内304个县(市、区)(截至2010年10月)进行大规模试点工作,积累了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完善社区服务、规范社区管理等丰富的工作经验。




(三)持续扩大推进阶段(2010年至今)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不懈努力,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初期试点工作基本完成,接下来,将进入向更广地域持续推进的新的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约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2010年2月,《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2009年工作总结和2010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2010年“全面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工作”。

2010年10月,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

2011年2月,《民政部基层政权和社区建设司2011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了2011年要“加大政策指导力度,完善农村社区建设制度环境”“扩大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覆盖面”“提升社区服务能力”。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三十八章“强化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中将“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纳入了国家五年规划。

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七十章提出“健全城乡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促进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服务有机衔接,实现一站式服务,实现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覆盖,推进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建设。”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中也明确提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将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国家五年规划和国家最高决议报告,表明我国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已经形成了良好的氛围,进入了广域全
 面推进的新阶段。

二、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成效

自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以来,在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推动下,围绕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的“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建设农村社区和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通过遍布全国的选择性县域实验和广大农村居民的积极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扎实推进,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其发展成效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社区建设工作运行机制初步建立

自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尤其是2007年后国家展开近300个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以来,党中央、国务院30多个涉农部门为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做了大量工作。国家民政部作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的牵头部门,制定了实验工作方案,举办了多次大规模示范培训,启动了“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创建活动,并加强了理论研究与宣传。通过农村社区建设的推动,截至2018年10月,全国有20个省(区、市)建立了农村社区建设领导协调机构,许多地(市)也建立了领导协调机制。各实验县(市、区)普遍成立了社区建设领导小组,把农村社区建设当作“一把手”工程来抓。许多地方把社区建设工作列入“十二五”规划和社会发展目标,将工作职责落实到党政有关职能部门,实行责任制。初步形成了党政领导挂帅、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参与的领导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形成了合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良好局面。




(二)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措施逐步健全

截至2018年10月,已有天津、吉林、黑龙江、浙江、安徽、江西、山东、广西、海南、重庆、陕西、宁夏等12个省(区、市)以党委政府名义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或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文件。其中江苏、湖北、黑龙江、辽宁4省从城乡统筹发展的高度对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提出了目标要求。其他省也以省级社区建设领导小组或民政厅(局)的名义对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实验工作进行了部署。山东、浙江2省还出台了农村社区建设规划,从地域和时序上对农村社区建设进行了安排。北京、陕西、重庆、浙江、辽宁等地对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进行了统一部署。一大批地(市)、县(市、区)制定了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意见和布局规划。这些政策措施为推进农村社区试点实验工作提供了政策依据和制度保障。

(三)农村社区建设的保障机制初步形成

许多地方的“十二五”规划或相关区域的经济社会规划纳入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并在财政预算中列入了农村社区建设经费,从资金投入机制上予以保障。几乎所有的省(市、区)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都列入了“农村社区建设”或“城乡社区发展”的内容。有些省市甚至将农村社区建设列入单独的建设工程,例如,陕西省把农村社区建设纳入全省八大“民生工程”,北京市把农村社区建设纳入新农村建设“折子工程”。一些地方由社区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的资金、项目,整合使用涉农资金,避免了重复建设,提高了资金的利用率。许多地方还开展了结对共建,给予农村社区建设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有力支持。一些地方积极探索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日常管理维护的发展模式。一些地方探索建立了公共财政、社区集体资金、企业和社会力量等多元投入的经费投入机制。总而言之,农村社区建设推进的保
 障机制已初步形成。

(四)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逐步加强

已经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地区,根据农村居民的需要,在村民聚集地区新建设施或维修利用原有设施,兴办集管理、服务、教育、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亦称社区邻里中心、村级公共服务中心等),设立“一站式”服务大厅、卫生服务站、计生服务站、警务室、民事调解室、老年人照料中心、农家书屋、村信息广播室、社区居民培训活动中心等。许多条件较好的地方还积极地将各种市场主体引到农村进行投资,在社区综合服务中心或周围兴建便民利民的商业性服务设施,如日用品超市、农资超市、幼儿园、理发室、旅馆等。一些条件优越的地方还进行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为农民提供诸如市场信息、科技信息、文化信息、现代远程教育等农村信息网络服务。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的加强对于强化社区管理、服务农民群众、丰富农村文化、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五)新型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初步建立,农村基层社会服务得以丰富和完善

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永恒主题和生命力所在。自2007年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启动以来,各地依托农村社区综合服务中心等设施的建设与完善,重点在农村社区提供医疗卫生、人口计生、社会治安、司法调解、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体育文教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以农村党员、老年人协会、志愿者协会和专业经济技术协会会员为主体,开展农村社区志愿服务和互助服务;以日用品超市、农资超市、专业合作组织以及一些中介机构等为主体,开展便民利民服务。根据农村社区特点,建立健全为生产服务的科技信息、农业技术推广、土地流转、市场营销服务体系,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在一些开展实验和农村社区建设起步较早的地方,已
 初步建立了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集政府公共服务、志愿互助服务、市场化服务于一体的新型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总体而言,新型社区服务体系的建立,突破了过去单纯依靠村集体和村民自我服务的局限,解决了长期困扰农民的一些生产生活难题,使得农村文化生活丰富了,办事容易了,生活质量提高了,发展和生产条件变好了,农民满意度提高了。

(六)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逐步形成

各地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在实践中形成了“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中心村+村落)”等多种模式。各地根据当地实际,将原有村民、外来人口、离退休回村居住人员、农村各类社会组织和驻村单位都纳入农村社区的管理和服务范畴,打破了原有只管村民、不管其他居民的管理模式,消除了只为本村村民服务,不为外来人口服务的局限,对农村社区管辖范围进行了科学划定,建立了农村社区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将农村社区建设的各项事务均纳入社区协商议事范围。在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骨干,社区社会组织和驻村单位协同,社区居民广泛参与的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这种体制较之传统封闭性的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其开放包容性增强,更有利于农村社区的稳定和谐。

(七)全国形成了一批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区

自民政部主导开展“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和“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创建活动以来,经过近4年的推动与发展,截至2018年10月,全国已有7个省份的27个县(市、区)成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全国各地结合当地实际,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明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农村社区建设创建活动,如黑龙江省的“打造新社区、构筑新家园、共享新生活”,江西省的“城乡社区对接互动”“精品农村社区”和广东省
 的“六好农村社区”等多个创建活动品牌,实现了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增量扩大和质量升级。

(八)农村社区群众的文明素质得到了提高

随着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社区享有的公共服务不断丰富,电视、电话、手机以及网络、图书室、健身器材等现代文化元素在农村得以不断普及,那种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农民分享到了现代化的成果;另一方面,具有地方特色的乡土文化也得以保护、挖掘和培育,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许多社区利用现有设施,开展农业技术培训和农民工职能培训,成立了腰鼓队、秧歌队、篮球队等,活跃了农民文化生活,提高了农民就业能力和自身素质。比如,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在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发挥哈萨克族能歌善舞、喜欢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的特点,组织引导牧农民成立了秧歌队、民族服饰表演队、阿肯弹唱队,在周末充分利用社区广场开展主题突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演出活动,定期组织开展牧农民技能赛、民族刺绣展、养殖擂台赛、家庭读书竞赛、演讲比赛、歌咏比赛、花卉展、书法绘画展等系列活动,营造浓厚的牧农村社区文化氛围,不断满足了牧农民群众求知、求乐、求美、求健康的需求,使广大牧农民逐步形成了科学、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

(九)推动了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

农村社区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了行政效率与效能。通过建设农村社区,乡镇政府资金下拨、人员下沉、服务下移至农村社区;通过社区这一平台为农民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或代办代理,从而使公共管理和服务资源得到优化配置,使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落到了实处。同时,各地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如何规划和设置农村社区,农民需要哪些服务,服务设施
 建在哪儿,资金如何解决,如何评估社区建设效果等群众关心的事项,要提交农民群众讨论并听取群众意见,从而改进了乡镇干部的工作方式,拉近了乡镇政府与农民的距离。比如,山东省诸城市以建立农村社区和社区服务中心为平台,把乡镇机关和市直部门人员及服务延伸到农村中去,把过去浮在面上转变为现在面对面地为群众提供服务。像以往百姓落户口、建新房、办理身份证、申请困难救助等服务需求往往要跑多个部门和来回折腾几回才能办妥。在建立农村社区后,有关部门依托社区服务中心,实现了权力下放、人员下沉、服务下移,形成了靠近群众、服务群众的新机制,既方便了农民群众,也推动了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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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农村社区建设深化了农村的村民自治

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使传统的村民自治制度得以不断完善,农村社区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得以进一步健全,特别是驻社区单位和外来人员的参与,为村民自治注入了新的力量,大量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日益发挥着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拓展了村民自治的领域。一个基层政府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格局正在形成。比如,浙江省平湖市在农村普遍建立了由农村社区居民和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参加的专职与兼职志愿者相结合的社区志愿者队伍、党员服务队伍、群众文体活动队伍、社区养护保洁队伍、社区治安巡逻队伍等,成为为村民提供服务的中坚力量,提高了居民自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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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农村社区建设为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管理向基层延伸、加
 快城乡统筹发展提供了有效平台,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和改善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创造了可行途径。农村社区建设为解决农村长期存在的农村公共服务薄弱,农民群众看病难、行路难、满足文化娱乐需求难等问题找到了突破口,使农民群众得到实惠,也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了重要抓手,得到了农民的衷心拥护。这些成效为下一步深入、广域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三、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真正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时间只有四五年,但农村社区在我国的探索对增强基层政权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实现农村事务社会化管理,推动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创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依然面临诸多困难与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社区建设的认识水平亟须提升

农村社区总体上还处在探索阶段,是一个新事物,有的地方适应,有的地方不适应。自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以来,全国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国家和地方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相关文件精神,充分认识到加强农村社区建设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重要举措,是缩小城乡差别、深化村民自治、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但仍有一些干部,特别是一些县、乡的主要领导干部和部分部门干部,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认识不足。

1.党政领导层面重视不够

部分地方党政领导对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重视程度还不够,缺乏责任感和紧迫感,相应的协调组织机构还未成立或不够完善。还没
 有完全形成服务居民、造福群众的社区建设理念,工作职能没有实现根本转变,还未形成运用社区服务平台提供公共服务、推行政府购买服务的意识,社区服务社会化程度不高,公共服务严重“缺位”,群众的生产生活服务需求得不到较好满足,农村社区建设水平与形势发展不相称。

2.部门领导层面缺乏协同

从已实施农村社区建设的地区来看,多数相关部门对社区工作非常重视,参与农村社区建设的热情很高,职能工作下沉到社区,政府部门把社区当作落实具体工作和民生工程的有效载体。但在部分地方,因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没有形成协同推进的合力,造成了部门工作在社区中表现出无序状态。根据民政部副部长姜力(2008)在湖南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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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县(市、区)中分管农村社区建设的同志对农村社区都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和了解;而不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对为什么要建农村社区;建农村社区干什么;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新农村建设、城镇化的关系是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则知之甚少。很多部门只热衷于给社区下达命令和布置任务,却很少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给社区配套必要的经费和人员,以至于部门参与程度越高社区负担越重,疲于应付。也有一些部门认为本部门工作与社区无多大关系,缺乏主动参与的热情和意识,导致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难以形成。

3.街道、乡镇领导层面认识不到位

相当多的街道、乡镇领导对社区自治的内容和组织形式的了解不够全面,对社区自治的重要性的认识不够到位。在目前仍然是GDP至上以及“压力型”行政管理体制的背景下,乡镇(街道)干部工作的重心是发展经济,增加GDP和财政收入,对农村更多考虑的是维稳的要求,而不是需要投入更多财力、精力及
 耐心的社会服务。基层政府尚未能从经济发展型向社会服务管理型转变,基层干部对农村还停留在以前以“管理”为主的思维,还不具备较强的服务意识,对开展社区化服务和管理工作缺乏长期有效的规划和思考。有的基层干部还错误地认为,现在村里有支部和村委会,再搞农村社区作用不大,没有实质意义。甚至将社区当作自己的下属机构,作为自己的“腿脚”自由摆布,行政化倾向严重,将本该属于自身承担的事务硬性下派给社区,工作职能错位现象相当普遍,以至于社区工作千头万绪,社区工作者负担过重,社区自治和服务难以深入开展,居民群众的满意度难以提升。同时,也制约了当地农村和谐社区建设的跨越发展,影响了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深入开展。

(二)多数基层单位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思路不清

在我国,行政村分布较广,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地区之间差别较大。近年来,全国各地在推动新农村建设上结合自身实际出台了很多办法。例如,河北省保定市通过单位帮扶建设文明生态村推进新农村建设,采取移旧村建新村、拆平房盖楼房等新民居工程推进新农村建设。2006年民政部提出“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后,部分领导和群众将文明生态村、新民居建设、农村社区建设三者混淆。对农村社区如何抓思路不清,更不知如何推进。应该说,文明生态村、新民居工程、农村社区建设都是新农村建设的表现形式,文明生态村、新民居工程注重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社区建设侧重于管理和服务。具体地讲,农村社区建设就是按社区的模式建设农村,按社区的模式管理农村,使其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有效抓手。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先后总结出了“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中心村+村落)”“一村多社区”等农村社区发展模式。从全国的实践情况来看,大部分地区都采取了“一村一社区”的模式。实践证明,农村社区建设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推动、民政牵头、多方配合、群众参与的原则,从完善农村基层设
 施入手,建立健全社区服务体系,让政府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为广大群众提供高效快捷的便民服务。否则社区建设的思路没有理顺可能导致一系列问题的出现。

(三)农村社区建设的空间不均衡性表现明显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存在不同区域尺度上的空间不均衡性,大到国家、省域层面,小到县域、乡镇一级,都存在不均衡的特征。

1.国家区域层面的空间不均衡性

我国地域广阔,各区域的自然和社会经济情况差异显著,反映在农村社区建设上,其空间不均衡性也非常明显。这一点从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在分布上的差异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因为申报“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的条件有“(二)乡(镇、街道)、村委会建设走在省(区、市)或本市(地、州)前列,村委会干部队伍坚强有力。(三)县(市、区)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已经有一定的工作思路和工作基础。(四)县(市、区)经济条件较好,具有保障农村社区建设正常开展的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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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条件实际上反映了人才队伍、社区基础和财力支持上的差别,因此成功申报的县(市、区)的空间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目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地理空间差异性。如表3-3所示,我国东部10个省份中有127个县(市、区)被纳入了实验县的范围,占比42.6%,中部6个省份中有64个县(市、区)被纳入了实验县的范围,占比21.5%,西部12个省份中有72个县(市、区)被纳入了实验县的范围,占比24.1%,东北3个省中有33个县(市、区)被纳入了实验县的范围,占比11.1%。实验县(市、区)的这种东多西少的格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东中西空间差异。




表3-3 我国“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的地域分布差异

[image: picture]


资料来源:根据民政部2009年公开的“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名单”统计。

我国贫困县绝大多数还没有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因此从我国贫困县的地域分布上也可反映农村社区建设的空间地域不均衡发展的格局。根据贾若祥等(2011)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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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贫困县(旗、市)除去少数呈现离散分布之外,集中连片分布或基本呈现集中连片分布的373个贫困县(旗、市)主要分布在乌蒙山区、横断山区、秦巴山区、六盘山及陇中南地区、武陵山区、吕梁山区、太行山区、大小兴安岭南麓、南疆地区、三江源地区、桂黔川滇毗邻地区、赣南地区、琼中地区等13个片区,约170万平方公里,人口为1.19亿人,其中1.04亿为乡村人口。而这些地区往往是农村社区建设薄弱的地区,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空间不均衡性。

2.省域层面、县域层面的空间不均衡性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空间不均衡性,既有国家大区域范围的不均衡性,也有省域内部甚至县域内部的空间不均衡性。省域层面,这里以经济较发达的江苏省的城乡社区建设为例,其内部不均衡性有两个主要表现:
[6]

 (1)基础设施建设省内差异大。江苏省政府依据相关文件规定全省社区办公服务用房面积每100户不低于200平方米。但调查结果表明,2008年苏南五市大多达到或超过了
 省定标准,平均面积在300平方米左右,苏中、苏北的部分县(市、区)达到或接近省定标准,平均面积在200平方米左右。而苏中、苏北大部分的县(市、区)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则远远没有达到省定标准,相当一部分社区还是租借的办公服务用房,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社区服务工作的深入开展。(2)社区建设经费投入在省内存在区域不平衡的情况。苏南地区和苏中、苏北的部分县(市、区)由于经济发展较快,普遍将社区建设经费纳入了财政预算,并逐年加大投入额度,推动了当地城乡和谐社区建设不断向前发展。而苏中、苏北相当一部分的县(市、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由于政府财政是“吃饭财政”,对社区建设缺少投入,有些地方甚至没有一点投入,以至社区建设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全国其他省份也大抵存在类似情况。

县域内农村社区建设的不均衡性以湖北省秭归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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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秭归县杨林桥镇的社区建设模式取得了成功并被当作农村社区建设的典范加以宣传,得到了上级政府部门和学者们的认可。但是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在整个秭归县的发展并不平衡。除杨林桥镇外全县最初的其他11个社区试点村的工作没有取得新的进展,就全县67个社区村的情况统计分析:社区建设开展得较好的有15个村;工作一般的有23个村;没有按照部署推进的有29个村。甚至个别乡村干部反映社区理事会没有村民小组好运作,要求撤销社区理事会重建村民小组。从秭归县的个案可知,即使是同一个县域内部,由于各种条件的差异,就算在相同的县域政策下,各乡镇、村庄的农村社区建设也会存在不平衡的差异性特征。

(四)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还有待加强

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不足,缺少经费,社区建设发展不平衡,
 运行成本较大,后劲不足。单依靠农民自身投入并不现实,一是由于我国农业总体上不发达,农民收入还不高,生活还不富裕,而有的农村又没有工业和企业,用于基本建设的剩余资金投入很有限;二是由于利己思想和狭隘观念的不同程度的存在,农民对不涉及自己切身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公共服务,投资投劳意愿低;三是由于村民共同体弱化,不同利益者难以形成共识,让农民自发地搞水利、修路、改造农田等基础建设和发展公益事业很难。农村的公共设施投入明显不足,比如办学校、修道路,农村的医疗卫生等。农村是经济的原始区,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民参加社区的热情并不高。缺少经济来源,社区就没有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资金的不足是社区建设工作的重要甚至是主要障碍。社区办的公益事业,资金由上级拨付和群众自筹。如果丧失这两部分资金,社区建设就难以开展。在很大程度上,社区建设能否顺利开展取决于上级有关组织(单位)给钱的多少,而政府支持经费的投放往往是有重点的。时任民政部副部长姜力(2008)在湖南的调查发现,农村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短缺的问题尚未得到根本改善,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必然很大,仅靠地方和部门的投入是不够的,更需要国家的投入。并认为有两种投入方式可用来改善当前农村社区建设投入不足问题:一是把新增投入列入国家发展计划;二是把国家对“三农”的投入、社会各方面的投入、村里现有的资源及其他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整合起来,形成投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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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环节薄弱

农村社区建设是创新农村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系统工程,将引导大量的财力、物力和资源投入农村社区,对农村各项事业将带来重大影响。因此,农村社区建设不能盲目搞,一定要规划先行。
 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一是缺乏全国性带有宏观指导意义的农村社区建设总体规划,从而导致各地区在实践中自行自事,方向不明。二是地方进行农村社区建设时,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在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多方听取意见、科学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好建设规划,就匆忙开始建设,结果导致农村社区的设置,社区的分布,社区的规模,社区的功能,社区标识,社区服务中心的面积、格局、建筑风格等方面处于无序乃至混乱状态,既浪费了资金资源,又不能很好地为当地农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

(六)农村社区建设的体制性问题亟须解决

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深入推进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提出了新要求。但目前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很多本可以下放的一些行政审批项目和服务仍未下放,公共服务的资源高度集中在上级部门,还未有效下沉到农村服务平台中去,造成社区建设中服务管理体制的不顺。在很多情况下,农村服务平台只是一个“二传手”的功能,阻碍了其向纵深方向的拓展。此外,基层社区管理和公共服务以部门的行业性政策为主,缺乏统筹衔接和协调配合,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在农村内主管着自己的业务,“条块分割、多头管理”现象十分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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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分工不清、职能不明、各自为政、管理脱节的现象,始终未能将工作整合到一个平台运作。条块分割和管理手段的落后终将难以形成有系统、整体化的管理体制,导致了社区管理水平低下。这种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推进农村社区建设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七)农村常住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社区建设主劳力缺失

由于农村劳动力剩余和城乡差距等种种原因,农村大部分青
 壮年劳动力外出向就近县城或其他经济发达地区就业转移,通过打工或经商形成劳务经济,其劳务收益是部分农民家庭的经济支柱,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大量素质好、有文化的主劳力外移,不仅阻碍了农村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还使农村社区建设失去了主力军。同时,由于农村社区大部分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导致农村社区教育“空洞化”,社区建设的期望值降低。同时由于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的生产生活主体由小孩和老人组成,很多情况下,小孩一般留守农村,随其祖父母辈生活,隔代抚养现象普遍。而祖父母辈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孙子辈的养育仅限于温饱和平安,并不关心学习成绩好坏,孩子缺少家庭辅导、管教和温暖。在此情形下,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存在主体上的障碍。

(八)基础设施比较落后,农村社区建设缺乏硬件

总体而言,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长期不足,尽管新农村建设推进以来有了一定的改观,但还远未完善,现有资源也未能得到有效利用。村容村貌的脏乱差是农村社区建设中一个长期存在且较难解决的基本问题。从总体上看,与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欠发达地区的村级基础设施投入明显不足。目前,多数村庄处于无序建设状态,“空心村”现象大量存在,尽管有些村庄进行了规划,但长期形成的老村建设格局一时难以规范。受村民收入低的制约,农村道路建设比较落后,很多村在美化、绿化方面投入不足,农民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较差。所有这些硬件性基础设施的落后或缺失,显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村社区建设难以顺利推进。

(九)乡村地区贫困面积大,影响农村社区建设的全面推进

我国正在从传统农业国家迈向工业化、现代化国家,尽管整个国家的实力得到了迅速提升,发展势头良好,但不可否认,我国还
 存在大面积的贫困乡村地区。根据贾若祥等(2011)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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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集中连片分布或基本呈现集中连片分布的贫困县(旗、市)达373个,涉及国土面积约170万平方公里,人口1.19亿人,其中1.04亿人为乡村人口。如此广阔的乡村贫困面积和如此众多的贫困人口,显然是影响农村社区建设推进的重大阻力。新农村建设实施以来,农村社区条件有所改善,但与城市区域相比,发展水平低,贫困面积大,社区集体经济薄弱。一方面,由于受历史、区位、结构、信息、观念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制约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尚未消除,促进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长效机制尚未形成,经济发展仍比较缓慢。另一方面,一些农村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存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繁,村落分布边远和交通落后更是增加了社区发展的困难。这种贫困现实的存在,对于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形成了最大掣肘。

(十)农村社区建设人才队伍亟须加强

社区干部与社区工作者综合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农村社区建设的质量和进程。首先,目前我国多数情况下,社区干部及工作者的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解决社区建设各种问题的方法不活、招数不多,对市场经济在社区建设中产生的影响认识不清,对社区建设中出现的新事物缺乏应对能力。其次,社区干部及工作者待遇太低。以经济较发达的江苏省为例,其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达不到当地平均工资水平,苏南地区稍高,大多在1 200元/月～1 800元/ 月,苏中地区大多在800元/月～1 200元/月,苏北地区大多只有600元/月～800元/月,个别地方甚至低于500元/月,而且为数不少的社区工作者自身的医疗、养老等还没有得到切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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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结果
 是,待遇过低导致了优秀人才不愿意从事社区工作,在职的社区干部积极性不高,年轻有为的村民不愿意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队伍难以稳定,影响了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质量。最后,对社区干部及工作者的培训力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任职前普遍没有接受培训,任职后培训形式化,培训内容不全面,培训方式单一,参加人员缺乏全员性,为政府职能部门服务的业务培训较多,为社区村民服务方面的培训太少。总而言之,农村社区建设人才队伍还需大大加强。

四、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趋势

通过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历程的分析,借鉴国外农村社区发展的经验,结合我国农村发展大政方针、政策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我国未来10～15年内,农村社区建设将呈现如下发展趋势。

(一)发展模式上多模式共存并举,但以“一村一社区”为主

从现有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来看,我国已经产生了多种建设模式。从地域范围来分,有“一村一社区”模式、“一村多社区”模式、“多村一社区”模式等。由于我国地域广袤,地区差异显著,各地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和面临的具体经济社会条件各不相同,不可能采取全国“一刀切”的建设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研究,采用合适的建设模式。从目前我国的实践考察,“一村一社区”将是较为普遍采用的模式,从而形成了以“一村一社区”为主、多种发展模式共存并举的发展格局。在具体操作上,可以县(市、区)为单位,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聚居人口适度、服务半径合理、资源配置有效、功能相对齐全等原则,组织编制农村社区建设布局规划。原则上,采取以行政村为单位的“一村一社区”设置模式;村规模较小、人口居住密度较高或生产生活方式相近的地方,可以按“多村一社区”模式规划建设;村规模较大但自然村较分散、
 人口较多的,可以按“一村多社区”形式开展农村社区建设。

(二)农村社区将转型为生态社区

在发达国家,农村社区进行生态化建设是一种趋势与潮流,比如美国20世纪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农村社区由盛而衰再由衰转型为新型生态社区,新型的农村生态社区生机盎然。农村生态社区强调人群聚落(“社”)和自然环境(“区”)的生态关系整合,是村民家庭、建筑、基础设施、自然生态环境、社区社会服务的有机融合。从可持续发展和低碳绿色的理念出发,我国农村社区生态化建设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三)农村社区建设将形成相关建设标准

我国自启动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以来,有很多地方在进行农村社区建设的时候,为了规范农村社区的建设,制定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农村社区建设标准。如山东省胶南市制定了《胶南市农村社区建设标准(试行)》,江西省制定了《江西省农村村落社区星级评定实施意见》,四川省宜宾市制定了《宜宾市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工作验收评估标准》,甘肃省嘉峪关市制定了《嘉峪关市农村社区建设标准》,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制定了《安吉县农村社区建设总体规划及建设标准》,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制定了《余杭区农村社区建设评价标准(试行)》,山东省日照市制定了《日照市农村社区建设基本标准》,等等。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地方性农村社区建设标准对于指导当地农村社区建设确实起到了规范作用,但要在大范围推广,其适应性有待研究。但这些标准的陆续出台表明了一点:未来我国的农村社区建设必将进一步规范化,并形成相应的全国性或分区分类建设标准,以为我国各地的农村社区建设提供标准规范。

(四)城乡社区一体化(趋同)趋势

城市社区建设得早,各种基础设施、服务体系发展得也相对比
 较完善。农村社区建设起步较晚,虽发展较快,但在公共服务设施与服务体系方面的各种要素还很不完善。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我国对公共服务(尤其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推进与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大力投入和支持,那些邻近城市的农村社区将直接融入城市,实现城乡社区一体化。那些远离城市区域的乡村社区所享有的各种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与城市的差异也将越来越小。当然这需要足够的时间,更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

(五)农村社区建设有向全国覆盖的趋势

自2006年我国正式提出“农村社区建设”概念和2007年启动“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以来,农村社区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初步成效,300余个实验县(市、区)覆盖了全国大陆地区31个省(市、区)。下一步将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全面推进全国性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因此,可以预见,未来不远的时期内农村社区建设将覆盖全国几乎所有农村区域。

(六)农村社区结构由封闭转向开放,劳动群体异质化

在传统的农村社会,农村社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社会结构简单,血缘关系的结合是农村关系的中心。社会化与阶层分化程度低,阶层少,初级群体多,社会组织单位间的结构关系较为松散。农村社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职业结构比较单纯,多数以农业为主,只有少数人从事手工业、商业、服务业及其他行业,但主流上表现为劳动人口群体的同质化。但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推进,市场经济的大潮冲击着千百年来形成的以血缘为纽带、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社会关系,传统的封闭的乡村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田园农耕式村落社区的结构不断分化。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农村,形成了独特的工业、农业、商业、建筑、运输、服务业齐全的产业结构,以及特有的开放化的社区结构,社区经济活动由简单化趋于复杂化,劳动人口群体
 也随之异质化、职业多元化,生产生活方式也多样化,复杂性增加。社区发展趋势将向城市型社区靠拢或同质化。

(七)农村社区组织由行政归属型趋于利益归属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社区的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在利益的驱动下,功能日趋分化、专门化,开始与行政组织进行结构关系重组,包括乡村组织的变迁,即初级关系(如血缘的或地缘的群体)的重要性将日益下降,而次级关系(如具有共同利益的正式组织、政府机构和商业公司)的重要性则逐步提高。社区组织已不完全依附于行政部门,由于利益分化、具体化,形成了不同组织和层次间的利益关系网络。村民自治在农村社区管理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关系由乡村取向趋于城市取向,社会组织形式也从简单的行政依附型向复杂的利益归属型转型成为农村社区组织变迁的基本趋势。

(八)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变得日益重要

农村社区建设是创新农村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系统工程,将引导大量的财力、物力和资源投入农村社区,对农村各项事业将带来重大影响。因此,农村社区建设不能盲目搞,规划先行变得越来越重要。各地根据城郊村、集镇村、中心村、偏远村、平原村、山区村以及工业村、农业村、移民村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特点、基础条件和群众需求,按照利民便民和因地制宜的原则,在多方听取意见、科学论证、科学布局的基础上,分类规划和制定不同的农村社区建设类型和建设标准。包括农村社区的设置,社区的分布,社区的规模,社区的功能,社区标识,社区服务中心的面积、格局、建筑风格、投资数额,都应事先形成规划方案,经有关部门反复论证和广泛征求村民意见后才予以确定,使农村社区建设科学合理,有利于农村的长远发展。因此可见,规划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此外,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如下趋势: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完善或标准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产性(经营性)和志愿性服务将成为农村社区的重要功能,社区精神培育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资源有效整合将成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着力点以及农村社区将成为农民物质服务和精神凝聚的家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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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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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战略与思路

我国近年的实践证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对于改善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民收入、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总体而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困难,同时也面临许多机遇与挑战。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是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时期,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如何在农村社区建立健全与农村改革发展新形势相适应的管理和服务新体制,如何实现公共服务向农村基层广域延伸,如何促进公共事业发展,完善乡村治理,如何加快城乡一体化、缩小城乡差别和改善农村居民居住环境、建设美丽乡村,如何强化为民服务,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民众自治有机结合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我国新时期基于什么指导思想、遵循什么原则和按照什么思路来实施农村社区建设。本章将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





第一节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

指导思想是行动的根本依据和基本方针。不同的指导思想将导致不同的行动结果。那么农村社区建设应遵循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呢?根据农村社区建设包含的内容和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现状,农村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应该包括建设的理论基础、建设的主导力量、建设的主体力量、建设的主要内容、建设的基本目标和长远目标等基本要点。

一、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基础与依据

我国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的农村社区,因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发展应成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新发展,是指导国家全局工作的基础理论,因而理所当然地应成为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理论内容。而中共十八大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九大和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对我国农村工作做出了重要部署,是推进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直接依据,因而也是农村社区建设理论依据的组成部分。

二、建设的主导力量

很显然,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切社会经济建设的主导
 力量是党和政府。农村社区建设作为庞大社会经济建设体系的一部分,其主导力量必然是党和政府。农村社区建设是政府行为,不是一般的社团组织或民间组织行为,必须要由党和政府来组织并领导实施。由党和政府来主导农村社区建设还有更具体的原因,党和政府是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掌握者,其公信力、影响力、号召力、动员力、凝聚力是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所无法比拟的(师坚毅,2010)
[1]

 。我国的农村社区建设涉及的范围广泛且情况复杂,必须由具有权威、具有能力的党和政府来主导推进,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法替代。

三、建设的主体力量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力量显然只能是农村社区最大的群体——农民群众。这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决定的:一是农村是我国广大农民聚集生息的地方,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有近7亿农民,按照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60.6%的水平,我国尚有5.5亿农民,如按照户籍城镇化率44.38%的水平,我国则有7.78亿农民
[2]

 ,他们绝大多数居住在农村,这么庞大的群体如果不依靠他们自己成为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力量,建设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二是与我国庞大农民群体相关的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基础力量蕴藏在农民群众之中,他们的积极性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在动力。三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最终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是生活在这些社区中的农民群众,农村社区如何建设,建成什么样,应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意见,离开了他们的现实需要,农村社区建设是无法达到预期目的的。基于以上原因,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农民群众。




四、建设的主要内容

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很多也很广泛,但归结起来,其最主要的内容应该包括农村社区组织管理体制的建立健全、农村社区服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和谐的农村社区文化与社区精神的培育与提升、农村社区建设人才队伍的建设、农村社区建设资源的整合等方面。

五、建设的基本目标和长远目标

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提出农村社区要按照“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目标要求进行建设,2017年中共十九大提出要“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9年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健全社区管理和服务机制,推行网格化管理和服务”来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上述方针政策和发展战略为农村社区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并设定了基本建设目标。

从长远目标来看,应在实现基本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农村社区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真正实现城乡社区在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方面的均等化和同质化,为高质量发展构建微观社区基础。

根据以上农村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应该包括的关键要点,我们将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设定如下。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中共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以来的各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努力践行“五大发展理念”,以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为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为目标,以满足农村社区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目的,以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建立和谐文化、建设人才队伍、整合社区资源、健全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为重点,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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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坚毅.新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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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2020-02-28.







第二节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农村社区建设应该坚持一些基本原则,以保证农村社区建设达到预期目标。原则可以有很多,但基本原则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笔者初步认为,农村社区建设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应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以人为本、服务农民

农村社区建设应把以人为本、服务农民群众作为首要原则。也就是要牢固树立服务为先的理念,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群众满意为标准,大力提升社区为民服务水平。要充分尊重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意愿,紧紧依靠农民群众。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不断提高社区教育引导农民群众、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二、政府推动、整合资源

党和政府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主导力量,因此应充分发挥各级政
 府在城乡社区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和推动作用,政府要履行好组织协调、规划引导、政策支持、物质保障等职能,加大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要强化群众观念,尊重社区居民主体地位,提高居民群众参与热情;要整合社区资源,调动各方力量广泛参与,推进共驻共建并形成有效的共建机制,形成加强社区建设整体合力。

三、全面发展、突出重点

农村社区建设涵盖的内容非常丰富,如组织管理体制建设、社区经济建设、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社区文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每个内容都在农村社区中起到独特的作用和职能,不可偏废,因而,在建设中要全面发展。但在整体推进建设的过程中,又要突出解决那些薄弱环节、重点项目和关键问题,综合运用传统服务方式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不断提高社区服务能力和质量。根据詹成付(2008)的文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农村社区建设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包括:一是要解决农村社区的活动场地问题,这是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必须建好。二是农村社区的体制机制问题,体制机制的好坏关系到农村社区运转健康与否的问题,因而要把该问题作为理论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农民群众的一大课题来加以充分研究、论证和实践,走出中国特色的农村社区建设之路。三是解决为农民服务的内容、途径、办法和方式问题,真正让农民感受到农村社区建设可以带来实惠和方便,提高他们投身于农村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1]



四、合理规划、协调发展

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长
 期而艰巨,客观上需要规划来进行引导。事实上,科学规划是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的重要依据,更是实现资源合理配置、科学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规划先行,将建设项目纳入规划管理范畴,坚持做到建设规划先行,保证建设规划符合社区公众利益。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制定要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要讲究实施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还要注意与县市域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新农村建设规划和生态环境规划实现有机衔接。同时,建设规划既要有长期发展规划,又要有近期思路与目标,做到规划一张图,建设一盘棋。通过规划促进农村社区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通过规划推进社区各方面建设内容的协调发展。

五、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财力有差异,自然条件和生活习俗也不同。农村社区建设要根据我国各地区农村的不同实际,在尊重民风民情、方便群众生产生活的前提下,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和设施,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分类指导,不定一种模式,不搞“一刀切”。各地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从社区居民的实际需要出发,确定社区服务体系建设重点和目标任务,量力而行,分步实施,逐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

六、民主自治、广泛参与

深入推进社区居民自治,坚持按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科学合理地划分农村社区,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切实维护村民的民主权利。探索建立符合国情省情、尊重群众合理意愿的基层民主制度,提高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水平,努力实现农村社区的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强化群众观念,尊重社区居民主体地位,提高居民群众参与热情。



注释



[1]
 詹成付.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讲义.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25.







第三节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思路

一、中国各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思路

自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启动以来,很多先行地区正在探索或已经形成了一些建设的思路,对这些已有的思路进行梳理总结,对于形成我国未来农村社区建设的思路有帮助。

(一)实施城乡统筹的思路

实施城乡统筹的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将城市、城镇和新农村建设统一起来,在城乡体制上统一,在规划上统筹,在资源上共享,从而实现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靠拢的建设思路。四川省成都市和河南省济源市是这种思路的代表,这里以济源市为例,该市的做法为:
[1]

 以城乡一体化为统揽,坚持“1133”城乡发展战略(所谓“1133”城乡发展战略是指城乡一体化、1个中心城区、3个复合型的城市组团、3个重点镇)
[2]

 ,坚持规划先行与加快建设并重、资源整合与功能配套相结合、机制创新与政策完善相衔接,按照“关键抓发展、重点抓农村、核心抓统筹”的要求,采用“中心城市+小城镇+新农村建设”的具体模式,实施城乡体制统一、统筹规划,城乡相互融合、资源共享、协调发展的策略,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作为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加强宣传引导,加快人口集聚,改善人
 居环境,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建设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新型农村社区。

(二)实施建设标准的思路

实施建设标准的思路是把农村社区建设的各个内容进行量化或标准化,建立相关标准规范并以文件形式下发,同时将其纳入建设考核体系,从标准、责任落实等方面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如江西省九江市
[3]

 、重庆市江津区
[4]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
[5]

 、甘肃省嘉峪关市、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
[6]

 等。这里以嘉峪关市为例,该市的主要做法为:
[7]

 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标准,以农村社区建设规划为引领、以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抓手、以提高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为重点、以完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为保障,来推进建设村民自治、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祥和的新型农村社区。对于社区建设在各方面都给出了量化标准或定性标准。如在建立社区阵地和改善居住方面,规定“村社区服务大厅建设面积30平方米以上”“村社区图书室藏书1 000册以上”“辖区内无危房和无房户”“有条件的村80%以上的村民修建沼气池”“村民对社区服务的项目和质量满意率达90%以上”;在村民自治和制度完善方面,规定“每年至少召开2次村民会议和4次村民代表会议”“村务、财务每月公布1次,重大事项随时公开”;健全组织和有序管理方面,规定“按市(镇)党建目标责任制的要求,对社区党组织以及党员进行评议考核;对党组织工作的满意率
 在85%以上,党员合格率在90%以上”“社区在职党员积极参加社区公益活动,每季度至少用1天时间为社区提供义务服务,每年至少为村集体或村民做两件实事、好事”“社区民主协商议事会,每季度至少召开1次会议”“村民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参与率达到80%以上”;在便民利民和完善服务方面,规定“对村民申办事项实行全程免费代理服务”“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帮扶面达100%”“积极指导村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达90%”;在依法治村和治安方面,规定“有一支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的治安联防队伍”“村民对社区治安满意率达到85%以上”;在环境美化和村容整洁方面,规定“社区绿化达到规划要求,维护抚育率达100%”;等等。通过一系列标准的规定,明确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规范和目标,对农村社区建设既能展现其未来发展图景、明确的目标,又能使执行者明确其任务责任,易于实施。其实质是一种量化的目标管理思路。

(三)全覆盖、循序渐进的思路

全覆盖和循序渐进的思路,就是将农村社区建设定位于健全覆盖农村居民的服务和管理机制,系统地根据不同的发展基础、地域条件、乡风民情,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并达到预期目标。浙江省宁波市就是采用这一思路,其做法为:
[8]

 按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通过建立健全覆盖全体农村居民的社区化服务和管理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水平,把农村建设成为“村民自治、管理有序、保障全面、服务完善、治安良好、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基层社会生活共同体。操作上按照“梯次推进、以点带面、辐射延伸、逐步提高”的思路,通过制定统筹兼顾、符合农村发展规律的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建立适应社区化服务和管理要求的综合性社区服务中心,构建面向农村全体居民的公共服务体系,培育一支专兼结合、有效承接政府公共服务的工
 作队伍,建立一套健全完善、运行规范的农村社区化服务和管理制度,来扎实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这种思路起点高、全覆盖的建设需要较雄厚的财力支撑,因而比较适合经济较发达的都市农村地区。

(四)创建精品社区的思路

创建精品社区的思路是将域内条件适宜的农村区域遴选出来,以农村社区管理和能力建设为重点,完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和社区服务功能,打造示范的精品农村社区,并进而推广和带动全域农村社区建设的思路。江西省实际上就采用了这种思路,其做法为:紧紧围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以提高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能力为重点,全面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活动,着力打造100个精品农村社区,努力完善农村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深入推进农村社区服务,提升农村社区功能,构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江西省为此进行了任务分工,设立了创建标准,制定了实施步骤和工作要求。在任务分工上,规定全省辖有农村的县(市、区)各打造1个精品农村社区,其中16个“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各打造2个精品农村社区。在创建标准上,设定了创建领导机制健全、科学制定精品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建有功能齐全的综合服务设施、开展农村社区各项服务和社区各项管理有序进行等评估标准。在方法步骤上,第一步成立机构,制定方案;第二步搞好培训,提高素质;第三步广泛调查,科学布点;第四步加强指导,确保实效;第五步逐级申报,确认命名。在工作要求上,提出了以人为本、服务群众,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严格标准、认真实施的要求。在省政府的推动下,一些地方政府也效仿省级的做法,提出了精品社区创建的思路,如九江市要在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100个农村示范社区。
[9]

 这种建设思路的实质是通
 过树立典型模范(精品)、摸索经验来推动农村社区的建设,对于地域范围较大、区域条件差异大的区域比较合适。

(五)搭建平台体系的思路

这种思路试图从搭建平台和构建体系这一农村社区建设的着力点入手来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湖南省是该思路的代表。其做法可概括为搭建一个平台、构建三个体系。
[10]

 一个平台是以村、村民小组、居民小区或自然村等为依托,建立农村社区机构,建设农村社区活动场所。三个体系是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包括社区党组织、社区管理委员会、民主议事会、各类群众组织和经济组织、志愿者队伍)、服务体系(面向全体村民的服务系统)和文化体系。在此基础上达到深化村民自治、加强和改善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推进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和营造健康向上的文明新风的农村社区建设目标。该思路的实质是抓住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点和“牛鼻子”作为着力点,解决“短板”问题,进而推动社区建设的一种模式。事实上,在全国各地的农村社区建设中都或多或少体现了这种做法。该思路比较适合农村社区建设缺乏或平台基础和组织基础较弱的地区。

上述几种农村社区建设思路是我国各地农村社区建设根据各地不同的条件和状况在实践中创造和摸索出来的,有些经过检验取得了成功,有些经过检验发现其有一定的适用范围,有些还有待进一步实践检验,当然还有新的思路有待创建。总体来看,农村社区建设的思路(尤其是具体思路)并不是唯一标准的,也不是固化的,不同条件下采用的思路应该具有适应环境状况的特征。同一建设思路在不同发展阶段或条件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需要修正或调整。因此,农村社区建设具体的思路需要根据现实情况进行设定,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一统的思路。当然,农村社区建设作为一个
 特定的领域,在不同情形下也有其共同性,因而其建设思路完全可以遵循一些共同的原则和符合一些共同的准则。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总体思路。

二、中国未来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思路

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的态势下,在广大农村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国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必然趋势。那么未来农村社区建设应遵循什么样的思路和方法来推进呢?总体思路可表述为:借鉴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基本做法和建设经验,总结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已经取得的经验教训,结合各农村地区的实际特点,差别化地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确立建设社区、管理社区和培育社区三个层次不同又相互交叉重叠的推进思路。建设社区的重点是建设物质基础设施与基本生活保障体系,在硬件建设上下功夫;管理社区的重点是构建社区自治体系和社区行政管理服务体系,强化社区的自我管理和公共服务功能;培育社区的重点是构建社区共同体与精神文化生活体系,在精神层面塑造社区的文化共同体。从我国实际来看,经过数年试点建设,有些地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并初步建立起了公共服务体系,但大部分地区的硬件物质设施还处于薄弱状态,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也远未完善。因此,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大多数地区仍然需要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硬件投入作为工作重点。当然,那些硬件基础已经比较良好的地区,完全可以率先进入管理社区和培育社区的阶段。因此,总体来说,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可遵循这样的基本思路:采取先建设各种必需的硬件设施,在此基础上建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而后构建社区服务体系、完善社区管理,最后加强社区文化、社区精神建设、培育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循序渐进的思路。在具体操作上,下面就农村社区建设的框架性操作思路和社区建设实施中需明确的若干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框架性操作思路

根据我国改革中习惯的做法,受我国城市社区建设启示,结合农村社区实验的效果,可以设计出我国未来农村社区建设应遵循图4-1的操作思路。下面对该操作思路的各个部分进行简要说明。

[image: picture]


图4-1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框架性操作思路

1.政府推动

虽然我国已经规定了政府与农村社区间的关系是指导与协助
 关系,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需要依靠政府的主动推动,需要在政府主导下进行规划和建设,这样可以从一开始就解决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例如农村社区定位问题、社区建多大规模问题、政府与社区关系问题、社区自治方向问题以及社区建设的社区体制问题等。政府推动可由民政部门担当牵头部门,并动员广泛的社会各界力量,整合可以利用的各种社会资源,共同参与推进农村社区的建设。

2.理论研究

在政府主导正式出台有关农村社区建设的文件之前,应组织各方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深入研究农村社区建设的有关理论,广泛、深刻地借鉴城市社区建设中获得的各种经验、农村社区建设实验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以及参照国外农村社区建设的成败得失,以尽可能取得理论上的共识,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也为农村社区建设制造舆论氛围,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群众接受农村社区建设的理念。

3.发布文件

由民政部门牵头发布农村社区建设的政府文件,文件中明确所针对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具体内涵、建设目标、主要任务和建设的方式方法。文件要切合所针对地区的实际,简单明了,具有权威性,且易于理解,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4.探索试验与总结经验

根据文件精神,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从我国的实际操作来看,试点有国家层面的、省域层面和县域层面的。在国家层面上,比如我国自2007年以来,已经有304个县(市、区)被纳入“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省域层面和县域层面则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取条件合适的农村地区进行试点工作。试点的任务是试验和探索有关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做法,将好的经验进行总结积累,对其中的教训和失误同样需要总结,以便在农村社区建设推广中对经验进行发挥,对教训和失误进行规避。


 5.讨论、完善与推广

对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取得的经验、教训、得失以及模式、方法的有效性、正确性进行广泛、充分的讨论,进一步修正、完善农村社区建设的内容、模式和方法,为未来推广做好准备。

6.示范、带动和全国覆盖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理论和实践模式的成熟,并通过示范的样本区建设带动其他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及至全国农村地区的全覆盖。

(二)农村社区建设实施思路中需明确的若干问题

1.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定位和范围问题

从我国的实践来看,一些地区在进行农村社区划定时,有的划在自然村,有的划在行政村,有的划在乡镇,更有的以整个县域作为一个社区。这一点一般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我国地域广袤,空间差异极大,实施“一刀切”的方式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因此应根据当地的特点选择合适的范围划定。但通常情况下,还是应该坚持定在行政村的范围内进行,也就是说,坚持行政性社区、规划性社区的基本导向。这是因为,一方面,经过长期的建设和发展,行政村已经成为我国农村居民习惯的社会生活单元,尽管从社区管理的角度看,行政村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然是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最为恰当的基础单位。另一方面,如果是自然村落,对于培育社区共同体意识是有利的,但往往建设成本会很高,自然村落之间的联系也不方便,管理也不方便(当然,在一些偏远地区,自然村落之间资源整合较为困难,也可以考虑设立自然村落社区)。而以行政村地域范围为农村社区范围,以村委会作为农村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便于乡镇领导,便于以村委会为主体进行社区建设与管理。当然,现实中行政村有大有小,即使这样也没有必要对现有行政村的户数规模进行调整,如果重新划小、划大或重新调整,其实质是农村行政
 区划调整,既劳民伤财,也会破坏业已形成的农村利益关系网络,甚至可能激化矛盾,因而应该避免。

2.关于农村社区建设主体、组织机构和运行机制问题

如前所述,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显然是广大农村居民,组织机构是“两委”(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管理体制是十六字方针——“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由于农村的村民自治已经进行多年,基层民主的发展甚至高于城市,因此村民自治可以作为农村社区自治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农村社区的组织机构可以村委会组织系统为基础来进行构建。在行政村层面上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可由村“两委”领导、协调诸如社区志愿者协会、社会互助救助站、卫生环境监督站、民间纠纷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公益事业服务站等民间组织,形成社区自治的组织力量和主体队伍。

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运行机制,从我国各省市区出台的有关农村社区建设文件来看,已经就运行机制形成了大致的共识,即“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具体牵头指导,有关部门配合,村级组织主办,村民群众全面参与,社会力量积极支持”的农村社区建设运行机制。

3.关于政府主导问题

从我国各地农村社区建设实际来看,虽然多数明确了民政部门的牵头和业务指导作用,但农村社区建设牵涉面很广,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投入。因此,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工作依然需要政府来主导推进,只有由党委、政府发布文件,并作为政府的一项惠民工作部署才能真正推进。事实上,我国的“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的展开,在许多省市区都是以党和政府的名义发文进行推进,例如浙江、宁夏、山东等省都是以省委名义印发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文件。以本级地区最高级别的名义发布文件,更具权威性、力度更大,民政部门牵头起来更省力,也更容易推进建设工作。


 4.关于农村社区建设投入问题

我国绝大部分农村地区经济基础差,农村社区建设在初期投入,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投入上的起步阶段,应该根据本地情况,以政府投入为主,整合政府、村民、社会等多方面力量,逐步进行。从我国各地的实践来看,各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都将投入和投入机制的建立放到重要位置。比如山东省提出“建立农村社区建设投入的长效机制”,在具体操作上,要求各级政府要加大投入,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采取以奖代补等办法,加快社区建设步伐;积极推动农村社区建设投资主体多元化和筹资渠道多样化;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吸引和鼓励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以捐赠、投资等多种方式兴办农村社区服务项目。又如江苏省提出“建立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相结合的经费保障机制”,在操作上,要求各级财政加大对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将城乡社区党组织、居(村)委会和社区管理服务站(综合服务中心)、综治办(综合治理办公室)的工作经费、培训经费、人员报酬、服务设施以及社区信息化建设等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完善城乡社区经费保障机制;采取以奖代补形式,对社区建设成绩突出的地方给予适当奖励;积极争取驻区单位和社会各界对社区建设的支持,引入民间资本,利用社会力量,开展社区社会化服务。再如安徽省提出“健全农村社区建设投入机制”,要求各级政府要将农村社区建设列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加大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安排一定的农村社区建设经费;培育发展农村社区志愿者组织、民间组织和兴办社区公益性事业;整合社会资源,挖掘社区潜力,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农村社区服务和公益事业。又再如宁夏提出“加大资金投入,提供物质保障”,同样要求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公益事业发展资金列入基本建设规划和财政预算,建立以奖代补的长效资金投入和奖励机制;整合社会资源,鼓励社会力量投资兴办农村社区服务和公益事业。

所以总的来看,在农村社区建设投入机制上,是以各级政府投
 入为主,同时通过整合包括村民在内的各种可能资源,建立农村社区建设多元投入的机制,以保障社区建设的资金需要。

5.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与突破口问题

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和突破口是什么,学界存在争论。笔者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一开始的突破口和重点应该是发展道路、水电、公共交通、通信、村容、村民等工作。其次是开展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如兴建体育设施、文化设施、医疗服务点、养老院、便民利民服务点等。总体来讲,建设的重点与突破口就是公共服务资源的建设。这样做的理由有三:第一,农村地区缺乏公共服务资源,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方便性差,这是由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还很落后决定的,事实上也正是由于公共服务不足,造成了农村社区的功能缺乏及其后果:与城市社区在生产生活条件方面的巨大差距和农村人口的单向流出趋势。因此,与以往城市社区建设的重点和突破口在于社区体制的改革不同,上述物质基础问题是农村社区建设首先需要解决的。第二,公共服务社区化,实现政府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的均等化,是国家发展的目标,在这个层面上,开展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建设,是实现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要求。第三,健全农村公共服务网络及其功能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可见,无论是从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现状看,还是从国家发展目标和当前农村社会建设的目标看,公共服务资源的建设都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也是突破口。

6.关于整合社会资源参与社区建设问题

与城市相比,农村社区的驻区单位一般较少,实力也较弱。因此,通过动用单位的方法整合相关资源参与社区建设行不通或困难较大。所以应结合农村社区自身实际,利用国家“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相关政策和措施,向社会力量争取资源,比如,靠近城市或与城市或有实力的企事业单位联系较紧密的农村社区,可以争取一定的支援。但总的来讲,相对于政府的投入而言,整合社会资源参与农村社区建设毕竟只是辅助性的。


 7.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问题

不能因为是农村社区,其建设就可以自由无度、杂乱无章。事实上,农村社区建设同样需要科学编制规划。根据自然文化资源、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居民生产生活习惯、交通便利条件、区位优势、经济条件等不同情况,按照统筹城乡发展、聚居人口适度、服务半径合理、资源配置有效、功能相对齐全等原则,以县(市、区)为单位,结合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和农村住房建设规划,确定农村社区布局。社区布局规划既要满足农村社区化管理服务的新要求,又要与县市域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村庄布局规划和生态环境功能区规划等有机衔接,促进村庄内部生活、生产、生态等功能的合理分区和资源的有效利用。要在县、乡(镇)两级政府对所辖农村确定农村社区总体布局的基础上,以农村社区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为主体编制具体社区建设规划,统筹规划社区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事业发展。

8.关于农村社区建设人才队伍问题

对农村实行社区化管理,在我国尚属新生事物,用社区的理念建设农村社会,最为缺乏的就是农村社区化管理和服务的经验以及掌握社区管理和服务技能的人才。因此,建设和培育一支具有专业化、职业化特点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人才队伍,是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也是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制度建设和服务功能建设的基本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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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与任务

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化发展,新型城镇化、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农村改革开放的渐次深入,以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实施,农村社区建设显得更为重要和迫切。那么,农村社区建设应该达到什么样的基本目标?要完成哪些主要任务呢?这是农村社区建设理论研究和实践必须回答和解决的基本问题。





第一节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体系

农村社区建设有近期基本目标和远期规划目标之分,近期基本目标是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近期需要
 着手达到的目标,也是近期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依据和重点;远期规划目标是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远景蓝图,是在实现了基本目标后进一步拔高的方向。总目标需要分解为细分目标以便于落实,为实现这些细分目标所采取的所有行动即构成任务体系。

一、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

(一)近期基本目标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近期基本目标,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已经被明确表述为十二字方针,即“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该表述言简意赅、内容深刻、覆盖面广,把我国农村社区未来的美好愿景和理想目标进行了简洁而准确的高度概括。这样,近期基本目标可以完整表述为“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1.管理有序

管理有序就是政府行政管理和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和村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
[1]

 为此,一是要建设服务型政府,按照转变职能、责权一致、强化服务、改进管理、提高效能的要求,履行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二是要完善村民自治,改善目前村民自治的弱势地位,促进社区群众自治组织、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民间组织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等社区内各类组织职责明确、制度完善,能有效地开展工作和活动;三是要推进民主协商机制、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共建机制、民情民意反映机制的建立健全和运转顺畅。

2.服务完善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村问题,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党和国家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为此,1982—1986年
[2]

 、2004—2019年
[3]

 下发了21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其中2004—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是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由农村支援城市、农业支持工业转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轨道上来的鲜明标志。“三农”问题的逐步解决为开展农村公共服务开辟了道路。在新时期搞农村社区建设,就是要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整合社会各界力量,通过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系列方针政策,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建设主体作用,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逐步改变农村社会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短缺的现状,让广大农民群众能够共享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改善生产条件,提高生活质量。

尽管经过了多年努力以及近些年的农村社区建设实验试点后,
 农村社区的公共服务有了较大的改善,但不可否认,我国农村社区的服务能力仍然严重不足,目前仍有10.6%的村没有卫生室,83.8%的村没有文化室,83.4%的村没有公共体育场地设施,综合性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刚刚起步。
[4]

 因此,我国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依然任重道远。

如何完善农村社区服务呢?社区服务有很多种类,也分为不同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作为社区服务基础内容的基本公共服务,这一层次就是要实现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全覆盖,如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基本合作医疗、治安、社会救助等。第二个层次是志愿性互助服务,即要大力发展村民之间的互助服务,如建立和发展各种群众组织、发展志愿服务等。第三个层次是半公益性服务,主要指农村社区自身向村民提供各种便民利民服务项目和服务,如设立慈善超市等。第四个层次是市场有偿性服务,即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服务农民,如商业网点向农村社区的延伸,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供销活动在农村社区的开展等。完善农村社区服务就要从地区实际出发,促进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社区居民自我服务、半公益性服务和市场有偿性服务等不同层次的社区服务协调发展,健全服务机制,增强服务功能,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社区服务体系,较好地满足农村社区居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

3.文明祥和

文明祥和的概念广泛,意义丰富。文明可以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等,但狭义上一般是指精神文明。农村社区建设中所需要达到的文明主要是指狭义上的精神文明,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包含有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的含义。祥和是指吉祥、平和,它在范畴上可归于精神文明一类。文明祥和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包括以下内涵。


 一是健全的村规民约。在当今我国农村社会,乡规民约主要表现为“村民自治章程”和“村民公约”,村民自发订立的村规民约,可以起到教化村民、约束行为、醇正乡风的作用。健全的村级民主管理规章制度应在满足村民自愿订立的基础上制定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目前,尽管我国大部分村委会都订立了村民自治章程和村民公约,但也有少部分还没有订立,虽然这部分所占比例不大,但绝对数不小。
[5]

 强调村民村规民约的健全,可以使农民自觉、自愿维护农村社会的有序与和谐。

二是发达的农民教育。对农民的教育不仅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也包括文化素质教育。要通过多种途径、多种方式,对农民进行时代精神、民族精神、理想信念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道德风尚的教育,也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水平,使农民成为新时代有文化、有思想、有道德、高素质的新型农民。

三是整洁的村容村貌,包括:要在农村人居环境和景观建设、清洁能源建设、清洁生产和绿色产业发展、废物处理和资源化利用、改水改厕改圈等方面加大建设力度,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农村社区的便利、净化、绿化、美化水平,塑造环境整洁、秩序井然、生态良好、乡风文明的农村社区新形象。这也是建设美丽乡村的应有之义。

四是健康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引导农民树立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摈弃赌博陋习,提倡理性消费等。

五是活跃的文化生活。包括农村社区图书室、阅览室、村民学校、多媒体教室的建设,组织村民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体育、科普、娱乐等活动,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提高村民素质,陶冶村民情操。加强家庭文化、民俗文化建设,倡导科学和文明,形成健
 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

总体来说,农村社区建设的管理有序、服务完善和文明祥和这三大目标构成了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目标。这三大目标内容既相互区别又紧密联系,统一在农村社区建设实践之中。我国要把握这三大目标方向,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二)基本目标实现的时序安排

从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时序目标来看,根据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现状的分析和对未来发展的目标要求,农村社区建设推进的时序目标安排可做如下设计。

(1)现阶段目标:扩大农村社区建设实验的覆盖面和受益面,各地应积极扩大实验范围、提高实验层次、丰富实验内容,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力争近两年内实现全国30%的县(市、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在部分具备经济社会条件、工作基础好、干部群众积极性高的地区设立地市级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单位。同时,农村社区建设应逐步向自然条件薄弱、交通不便的边远农村地区拓展,向农村经济落后地区拓展,向林区、牧区、渔区等农村地区拓展。

(2)“十四五”末目标:在2025年全国农村地区将普遍开展农村社区建设,75%以上的农村社区基本建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推进70%以上乡村振兴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新型农村目标。

(3)至2035年目标:全国所有农村社区基本实现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基本目标,所有的乡村总体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建设目标。

(三)远期规划目标

近期基本目标着眼于农村社区建设本身,范围基本囿于农村社区建设自身的区域,是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推进的现实依据和方向。远期规划目标是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远景归宿和长远方向,可归纳为:
 通过乡村振兴和农村社区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由于城乡一体化、社会主义新农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美丽乡村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相对比较长期的过程,是在基本目标达到后的进一步努力的方向,因而是一个远期目标。这一远期目标表明了农村社区建设与城乡一体化、乡村振兴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也表明了农村社区建设是实现城乡一体化、振兴乡村、建设新农村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平台、措施、必要条件和有效途径。

二、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任务体系

根据上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目标,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任务涵盖面非常广泛。三大目标中,管理有序的目标主要涵盖如何构建一个有效的社区组织;服务完善的目标涵盖范围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类公共服务的建设;文明祥和的目标涵盖的内容则比较综合,牵涉面也更广。综合国内各级政府有关政策文件和相关理论研究成果,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可包括社区经济建设、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组织建设、公共服务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社会保障服务建设、民主法治建设、生态环境建设、社区人才队伍建设等多个方面和层面,当然,对于特定的农村社区,其建设任务的内容可能有所不同或各有侧重。所有这些任务都服务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目标,因而是一个任务体系。该任务体系如表5-1所示。

表5-1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任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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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各级政府有关农村社区建设政策文件和相关学术研究成果整理。


 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任务体系庞大、牵涉面广泛,本章的研究不可能面面俱到,因此,主要聚焦于与农村社区居民利益关系最密切、最迫切需要的若干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组织建设、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社区文化建设、社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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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基础设施是建设农村社区的核心内容,是社区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基础设施建设是最基本的工作,是其他一切社区建设工作的前提和条件。本节主要讨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内涵及其特征、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与推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措施。

一、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内涵及其特征

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内涵有什么特殊性?它与城市社区基础设施有什么区别?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从基础设施的概念说起。

(一)基础设施的概念

基础设施是指为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的物质工程设施,是用于保证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进行的公共服务系统。它是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一般物质条件。“基础设施”不仅包括公路、铁路、机场、通信、水电煤气、园林绿化等公共设施,这些属于狭义上的基础建设,也叫作工程技术性基础设施(因为其建设与运行的工程技术性很强),而且包括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社会事业等公共服务设施,也叫社会性基础设施,是广义上的基础设施,由于这些公共服务设施是文明社会正常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所以也被归为基础设施。工程技术性基础设施和社会
 性基础设施合在一起构成基础设施的完整含义,但通常所说的基础设施一般指前者。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中,经济越发展,对基础设施的要求越高;完善的基础设施对加速社会经济活动、促进其空间分布形态演变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建立完善的基础设施往往需要较长时间和巨额投资。

(二)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内涵

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是整个国家基础设施的重要构成部分,但由于其地域限于农村社区地区,因而其内涵又有其特殊性。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可以理解为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发展密切相关的各类基础设施,是支撑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衡量农村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是为农村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及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各种要素的总和。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在内容上包括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农村生活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等四个大类。其中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主要指现代化农业基地建设及农田水利建设;农村生活基础设施主要指饮用水安全、农村沼气、农村道路、农村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主要指天然林资源保护、防护林体系、种苗工程建设,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和建设、湿地保护和建设、退耕还林等与农民吃饭、烧柴、增收等相关的当前生计和长远发展问题;农村社会发展基础设施主要指有益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建设,包括农村义务教育、农村卫生、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等。它们是农村中各项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社区维持其正常运转的物质条件,应该与农村社区的发展相互协调。

(三)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特征

由于农村社区基础设施从属于基础设施,因而具有基础设施的
 一般特征,如基础性、先行性、不可贸易性、整体不可分性、准公共产品性等。除此以外,农村社区基础设施还具有不同于一般基础设施(尤其是与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相比)的特殊性,这是由其自身建设的特殊情况决定的,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投资的短缺性

农村税费改革前,我国地方政府和农村集体组织能够用所收税费来支付建造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成本,农业税费取消以后,地方政府和集体组织失去了资金来源,而且地方政府、集体组织和农民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偏好不完全一致,导致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投资的动力较弱。由于基础设施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及低效率性等特征,导致私人投资主体不愿意从事这方面的投资。而农村金融部门也往往会因为信息不完善,或出于对风险规避的考虑,一般很少提供融资给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因此,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村社区非主干道路、农村医疗卫生设施等投资资金都源于农业和农民。长期以来,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不愿意也没有多余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这使得基础设施投资资金短缺的现象更为突出。

2.农村社区基础设施需求的多层次性

我国农村地区分布的地域范围非常辽阔,各地的农村经济发展极不均衡,而且农村社区本身具有边缘性和生产的分散性,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条件、区位条件和人口数量,决定了农村社区对不同层次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都存在一定的需求。

3.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非价值性

虽然某项具体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投入或运转可以根据被服务或受益的农业生产面积和产量增量变化来估计该项设施的经济效益,但这只是计算了直接效益,而计算间接效益则比较困难。如农田水利设施可以以提供用水和防御灾害的价值量来表示它的经济效益,但它在调节气候、保护水土和维系生态平衡方面的功能及价值量确切有多大,则难以直接估价。经济效益是可计量的,而社会效
 益的计算评价则具有很大的非价值性。
[1]



4.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投资效益的滞后性

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投资不同于工业项目投资,尤其是那些投资少、见效快、回收期短的加工工业项目。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往往在短期内表现不明显。

5.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低技术性

与城市社区基础设施相比,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技术含量和资本含量通常要低得多,所用的技术相对简单,且包含了大量的劳动积累,由较多的活劳动与少量的资本相配套,活劳动直接转化为凝聚的资本形态。

6.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低密度性

由于农业活动具有空间上的扩散性和时间上的季节性,所以,在一定的空间单位标准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的分布密度要远低于城市基础设施。在一般情况下,其利用系数也相对较低,投资回收期会更长。

二、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性

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与城市相比存在巨大差距,只有抓住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个最薄弱和关键的环节,才能为加快发展农村生产力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稳步向前推进。加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基础工程,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础工程,可以推动农业生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提升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是一项农民群众得实惠、党员干部得民心的基础工作。加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繁重的历史任务。




三、我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2004年以来,多个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共十八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十九大、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等都把加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不断加大“三农”投入力度,支持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在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重点支持农林水利重大项目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同时,显著增加了对农村水、路、气、电、房建设等民生工程和事业发展的投入,有效地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一)我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

下面从政策变化和具体内容来了解我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基本现状。

1.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发生了变化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由政府和农民共同负担,这一体制虽基本满足了广大农民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服务的需求,但同时带来了农民难以承受的负担。为了从源头和制度上防止农民负担反弹,我国于2000年开始减免农业税政策试点工作。改革从减轻农民负担出发,以“减轻、规范、稳定”
[2]

 为目标,采取了由点到面稳步推进的做法,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项改革”
[3]

 。改革后,农民只需交三笔钱:农业税正税
 及附加;“一事一议”的筹资;村内统一组织的抗旱排涝、防虫治病、恢复水毁工程等共同生产费。2004—2006年间,按照“多予、少取、放活”方针,为了稳定粮食生产,增加农民收入,2004年国家开始大幅度降低农业税税率,农业税附加随正税同步降低或取消。2005年12月29日,中共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农业税的决定,2006年1月1日全国彻底取消了农业税。与农村税费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减轻负担1 200多亿元。同时,国家强化了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力度,增加了农业综合补贴项目。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逐步加大,农村电网、道路、饮水设施和沼气设施等的建设取得了积极成果。农村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更多地被纳入公共财政支持范围。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政策范围不断拓展,公共财政对农村发展的支持由原来比较狭窄的农业生产向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延伸,逐步把乡村道路建设、人畜饮水、农村能源和农村义务教育、卫生、文化等纳入公共财政支出范围。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与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职能相适应的政策体系。主要包括现代农业建设的支持政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支持政策、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农村卫生事业发展的支持政策和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支持政策。上述政策的改变是进行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时必须考虑的政策环境。

2.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有所提高

近年来,国家除了实施取消农业税和对种粮农民进行补贴政策外,还先后加大了农业综合开发力度,继续实施大型商品粮基地建设,大型灌溉截渠改造,启动种子工程、优质粮食工程,加大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力度。中央和地方财政支持农业综合开发,完成了中低产田改造项目1.29亿亩,国家增加投入支持禽流感等重大疫情防控和农业政策性保险,出台了促进生猪、奶牛等产品稳定健康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正是由于实施了一系列的支持政
 策,才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及大宗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和市场稳定。

3.农村社区交通条件得到改善

2003年以来,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农村公路建设,据统计,为加强农村公路建设,仅2008年就安排了农村公路改造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105亿元,加上中央专项建设基金(车购税)148亿元,共计253亿元,用于西部地区通乡油路、中部地区和东部欠发达地区的通村油路建设,可新建改造农村公路17万公里,截至2018年,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396万公里,99.2%的乡镇和98.3%的建制村通了沥青路、水泥路,99.1%的乡镇和96.5%的建制村通了客车。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国家安排农村公路建设资金3 926亿元,带动全社会投入1.6万亿元,新改建农村公路约127.5万公里,解决了406个乡镇59 588个建制村通硬化路的问题,初步形成了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节点、建制村为网点,遍布农村、连接城乡的农村公路交通网络。农村交通条件的改善,让亿万农民群众亲身享受到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实在成果,为农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创造了基础条件,当然也为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提供了条件。

4.农村水利建设投资加大,农村居民饮水安全得到改善

国家对农村水利建设和农村居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加大投入,例如2008年安排了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年度中央投资115亿元,加上地方自筹105亿元,可解决规划内4 824万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到2009年,中国提前6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宣言提出的饮水安全发展目标。到“十二五”期末,我国农村饮水安全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十三五”以来,我国又启动实施了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截至2018年,中央安排投资143亿元,各地累计完成投资1 002亿元,受益人口达到1.36亿人,其中1 478万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得到解决。目前农村饮水安全人口达5.59亿人。以大型灌区节水改造、节水灌溉示范项目及牧区水利试点为重点的
 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继续推进,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5 707.8万公顷,30万亩以上大型灌区285处,有效灌溉面积1 461.2万公顷,工程节水灌溉面积达到2 242.6万公顷。

5.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强化,农民生产生活信息保障显著提高

截至2017年,全国97%的乡镇具备互联网接入条件,92%的乡镇开通宽带,至2019年底,全国农村宽带用户总数达1.35亿户,全国各类涉农电商超过3万家,农村网络销售额1.7万亿元,其中农产品网络销售额4 000亿元。整合电话网、电视网、电脑网优势而形成的“三电合一”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已扩展到100多个县。部分省市通过建立县、乡、村三级信息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信息服务体系。全国通电话的行政村的比重达到了99%,25个省份实现了全部行政村通电话。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国的服务网络,辐射上亿人,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生产生活信息保障,初步解决了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的问题,丰富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

6.农村能源建设得到了大力投入

近年来,国家特别重视农村清洁能源的建设,安排大量资金投入农村沼气建设和农村电网建设。2003—2015年间,在中央投资的带动下,各地区加大投入力度,农村沼气发展快速。截至2015 年,全国沼气用户达4 193.3万户,受益人口超过2亿;由央地共同支持建成各类沼气工程110 975处,其中,特大型工程34处,大型工程6 737处,中小型工程103 898处,工业废弃物沼气工程306处。秸秆主原料沼气工程458处,畜禽粪污主原料沼气工程110 517处。全国农村沼气工程总池容达1 892.58万立方米,年产沼气22.25亿立方米,供气户数达到209.18万户。到2015年,全国沼气年生产能力达到158亿立方米,约为全国天然气消费量的5%,每年可替代化石能源约1 100万吨标准煤。为支持农村电力设施建设,仅2015年就安排中央投资47.4亿元支持中西部农网完
 善工作和无电地区电力建设工作,可解决40.8万户无电户、164.6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

(二)我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近几年国家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也使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较快发展。比如国家投入大量资金投资建设农村水泥路、柏油路等道路硬化工程以及“村村通”工程,使全国99.6%的乡镇、92%的行政村通了公路。又如农村电力设施得到改善,电网改造减轻了农民用电负担。这些成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但从总体上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依然落后,不能满足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与城市社区发展相比,差距仍然在扩大。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还存在诸多问题,要根本改变农村社区落后的面貌,真正形成城乡一体化的格局,还需要付出长期不懈的努力。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社区基础设施依然薄弱

一是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滞后。农业仍然脆弱,靠天吃饭的情况还比较多。全国仍有9亿多亩耕地没有灌溉条件。农业抗灾减灾能力不强。平均每年农田受旱面积达3亿亩以上,中等干旱年份灌区缺水300亿立方米,每年因旱减产粮食数百亿公斤。二是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水平不高。农业科技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强,技术集成度不足,成果转化率低,科技进步对农业的贡献率低(不到50%),大大低于发达国家70%～80%的平均水平。

2.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结构不尽合理

从发展农业生产的角度看,直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仍然不足。比如国家增加了水利建设投资,但主要用于大江大河治理和大型水利工程建设,真正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资金并
 不多,现有农田水利工程大多老化失修,设施不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3.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管理维护不够

从国际经验看,维修保养不足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的通病,而且损失巨大。我国也存在这种问题,基础设施总量不足与局部“浪费”并存,存在“所建非所用”的现象。加之基础设施的多头管理、互相不配套现象严重,许多基础设施如一些水利设施及城市道路、管线等没有资金进行经常性的维修改造,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4.农村社区生产生活条件落后

一是农村饮水安全问题不容乐观。以水质、水量、用水方便程度、供水保证率等饮水安全的指标衡量,全国还有超过1.5亿农村人口的饮水未达到安全标准,由于长期得不到安全饮用水,广大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民的身体健康受到不良影响。二是部分地区的农村道路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到2016年底,全国农村公路的乡镇通达率几乎为百分之百,行政村的农村公路也已经达到了98%,通畅率为88.72%。三是农民生活燃料结构不合理。秸秆、薪柴仍然是大部分地区农民的生活燃料主体,而沼气、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的比重还非常低。四是中西部地区农村电网还比较薄弱,部分农村地区用电尚未实现城乡同网同价。一些偏远地区仍没有解决生活用电问题,全国尚有近1 000万无电人口。
[4]



5.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投入依然不足,建设资金严重短缺

目前,我国税收与国民收入再分配在城乡之间差距悬殊,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尽管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不小,但历史欠账太多,近年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还账性质,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支持总量仍是低水平的,城乡财政资源配置不对称
 的状况没有得到彻底改观。按照《农业法》规定,每年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幅度应高于其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但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和有效的执行手段,许多地方都不能切实贯彻和执行。一些欠发达地区为了在地方人大会议上通过财政预算方案而虚列农业支出,造成地方财政支农支出预算中存在很大的偏差和水分。政府财政用于农业的公共投资占财政支出的比例低,致使大量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
[5]

 因此,总体来说,国家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等公益事业的投入还偏少,还未建立有效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多元投入机制,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问题依然比较严重。

四、推进我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途径与对策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阶段,我国已经具备了将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重点转向农村的基本条件和能力。今后国家应该调整财政资源和建设资金更多地向支持农村倾斜,政府应该切实承担起为农村社区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职责,为农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创造条件。为此,根据上述我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分析和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推进我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可采取如下对策与途径。

(一)围绕广大农民急需的生产生活设施加大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首要重点应放在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环节上,促进农业增产、农村增收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要坚持以人为本,紧紧围绕广大农民最关心、
 最直接、最现实、最迫切的生产生活设施,加大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方面要继续重点支持农村饮水安全、农村沼气、农村道路、农村电力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要明确各级政府事权范围,明确与其财权相匹配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供给责任。

1.继续重点支持农村社区急需的基础设施建设

一是重点解决饮水安全问题。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优先解决高氟、高砷、苦咸、污染水及血吸虫病区的饮水安全问题。推进有条件的地方发展集中式供水设施建设,提倡饮用水和其他生活用水分质供水。二是重点加快农村能源建设。继续加大力度在适宜地区推广沼气、秸秆气化、小水电、太阳能、风力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大幅度增加农村沼气建设投资规模,加快推广普及户用沼气,支持养殖场建设大中型沼气池,以沼气池建设带动农村改水、改圈、改厕、改厨、改房。继续完善农村电网改造的续建配套工程,加强小水电开发规划和管理,推广小水电代燃料技术和扩大应用规模。三是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路建设。目前虽已基本实现全国所有乡镇通油(水泥)路,东、中部地区所有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油(水泥)路,西部地区基本实现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公路,但道路的完善、维护和质量的提升仍然要继续加大建设力度。四是要重点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提高农村社区信息化水平。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充分挖掘、利用和整合涉农信息资源,强化面向农村的广播电视电信等信息服务,继续抓好“金农工程”和农业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建设工程。

2.明确各级政府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供给的责任

加大政府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需要解决“谁供给,担何责”的问题,即要明确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服务供给主体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根据其拥有的财权合理分配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责任。基于当前农村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现实,政府要承担起作为这些公共产品供给主体的责任。为此要界定好中央、省与县、乡基层政府的事权与责任范围,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政府的工作重点是解决农民办不了、办不好的事情。比
 如凡属于计划生育、国防开支、大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农村义务教育等全国性的农村“纯公共产品”应由政府负全部责任,对部分外部性强的“准公共产品”,比如农村职业教育与培训、农村医疗卫生、农村文化设施等,应由中央和省级政府负主要责任。在制度安排上,事权可以下放到县级政府,但财权应由具有更高财政能力的上级政府统筹解决。要在我国经济发展承受能力和财政承受能力范围内,逐步加大财政投入农业、农村的力度,在财政资金使用上突出重点,有保有压,重点支持农村社区最急切的基础设施服务建设。

(二)加强农村社区生态环境建设

良好的农村社区生态环境,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的具体要求,体现了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群众的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在农民新型社区建设过程中必须搞好社区内、外部生态环境建设,这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缩小城乡差距,亮化、净化、美化、绿化农村社区的必然要求。为此,一是要加强执法监督,彻底“治污”。保护饮用水源是保护民生的头等大事,必须把突出水污染治理、饮用水源保护、垃圾废弃物治理和综合利用、人畜粪便污染治理和综合利用等作为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的重点,强力解决农村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污染热点问题,提升群众的环境满意度。开展工业污染专项整治,全面清查和消除城乡各类企业环境隐患,及时查处各类农村环境污染事件。二是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严防污染企业向农村转移。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过程中,要严格执行项目的环境准入制度,把好项目审批关,坚决制止高耗能、高污染、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在农村建设投产,坚决杜绝工业污染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从源头控制农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三是开展绿村工程,大力建设绿化农村社区。从各地实际出发,遵循自然规律,大力开展绿村工程,发动广大农民群众在社区内外、道路
 两旁、河道两岸、房前屋后及庭院内部广泛开展植树造林种草,增加林木、绿草总量,提升绿化标准和档次,打造绿色生态农村社区。四是建设社区垃圾处理设施,本着方便群众的原则,建立固定的垃圾集中堆放点,完善生活垃圾收集设施。五是推进科学养殖模式,实行人畜分离,推广禽、畜圈养。六是实施无公害生产措施,发挥基层农业技术部门的指导作用,大力推广科学施肥施药,引导农民科学使用肥料和植物生产剂,尽可能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组织培育和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生产基地,引导农民形成“绿色”的生活和生产方式。通过生态环境的建设创造宜居农村社区美好家园。

(三)加强农村社区规划,引导社区基础设施健康发展

高度重视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工作,应将农村社区基础设施纳入大区域的城乡基础设施规划之中,发挥规划的统筹作用,引导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合理健康发展。农村社区基础设施规划的编制要有前瞻性,以适应未来劳动力转移、城镇化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同时又要从现实物质条件出发,防止过分超前、脱离实际,加强各有关总体规划和各专项建设规划的相互衔接。规划要着重解决社区农民在饮水、行路、用电和燃料等方面的困难。还应加强宅基地的规划和管理,大力节约村庄建设用地,向农民免费提供经济安全适用、节地节能节材的住宅设计图样。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规划还应根据各地的现实条件,考虑农村社区安全建设,比如防止山洪、泥石流等灾害对村庄的危害,加强农村消防工作。社区基础设施的规划还要突出所在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要在规划中进行保护。

(四)构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服务的多元供给机制

改革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筹集渠道,建立多主体的农
 村社区基础设施服务供给机制,采取多元化供给方式。当前中国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服务需求规模较大,要积极利用市场力量、农村社区力量和NGO组织来共同参与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服务的供给。区分类别,实施不同的供给方式。对于全国性的公共服务供给,中央政府本着公平的原则,按贫困程度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对包括卫生防疫、基础教育等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服务实行无偿提供;对于具有大的正外部性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服务的供给,应建立协调机制,由上级和当地政府合理分担其成本;对于具有一定商业基础的部分准公共设施产品,要不断创新体制,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可采用政府与市场混合提供的方式,在明确产权的前提下,按照“谁投资,谁受益,谁引进,谁收费”的原则,通过优惠政策,积极引进民间资金和外资参与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服务的供给,在责、权、利相统一的基础上,建立农村基础设施管护和运行的长效机制。总而言之,要逐步形成多元化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渠道,吸引更多的银行资金、企业资金和其他社会资金投入社区基础设施建设。

(五)建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法律保障体系

目前,直接解决我国农村公共产品多元利益主体间冲突的法律几乎是个空白,也没有相应的市场准入和政府管制政策,没有规范的政府授权企业和他人参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制度。为此,必须着手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特别是加速司法独立的进程。以法律和政策的手段保障政府和NGO组织建设和管理农村公共产品的责任和权益。现在我国实施的《物权法》,无疑对农村公共事业多元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还需在此基础上,制定更细、更具体、与农村公共产品多元投资直接相关的法律
[6]

 ,为此,应加快相关法律的制定进程。近年来,社会各界呼吁制定“农业投入法”的声音十分
 强烈。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开展农业投入立法调研工作,在着力加快农业投入立法的进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与农业投入密不可分,是农业投入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探讨农业投入立法的时候,应该明确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投入在其中的地位,以法律的形式合理界定政府对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投入的范围,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的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投入事权,明确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确保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投入的稳定,从而推进农村社区基础设施投入管理的规范化、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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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来自湖北省武穴市的案例

如何实现既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又能整合政府、社会等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事业服务工作呢?在这方面,湖北省武穴市建立农村公益事业促进会的做法值得借鉴。近年来,武穴市针对税改后农村公益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投入少、无人管的状况,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坚持“政府引导、部门帮扶、农民自愿、老板捐助、民主管理”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新路。所谓政府引导,是指市委市政府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要求,依托各村老党员、老干部,通过村民推选成立公益事业促进会,并推荐人品好、实力强、税收贡献大、有号召力的民营企业家出任促进会会长、副会长。各乡镇将与老百姓生活相关、群众最想办的事情列成清单,提交公益事业促进会审定、实施。同时,市、镇两级政府还研究出台优惠政策,对一些公益事业项目给予奖励和支持。三年内,全市共落实公益事业建设奖励和补贴资金1 600万元。部门帮扶,是指市委市政府通过把对口帮扶农村公益事业建设作为考核市直机关单位驻点帮村工作的重要内容。几年来,由全市96家市直部门组成的68个工作组,争取和筹集资金1 000万元,新建涵闸、桥梁、泵站、沟渠48处,改造加固小型水利工程45处,受到村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农民自愿,指按照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有力出力、自觉自愿、不硬性摊派、不搞“一刀切”的原则接受百姓的捐款或义务工。老板捐助,指动员富裕起来的民营企业家回报社会、捐资建设家乡公益事业。民主管理,是指通过民主产生工作机构并进行民主理财。各级促进会均经民主推选产生,并有常设工作机构,建立健全了财务管理和审批制度,设立专项资金账户。促进会、理事会成员参与公益事业建设都是义务劳动,不领取一分钱报酬。几年来,农村公益事业促进会在武穴市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镇、村、垸三级促进会通过筹措资金和物资,共使80个行政村完成通村公路建设任务,硬化通村公路177.44公里;绿化公共场地4.2万平方米,建提水泵站70座,沼气池28 000个,水冲式厕所425座,养猪小区98个,晒场180 处,砌塘岸213口;全市还兴建村、垸文化活动室135个,文化中心户186户,新建篮球、羽毛球场19个,实现了村村通电、通电话、通闭路电视。通过修建篮球场、大礼堂和戏院等文化活动中心,一大批垸落告别了不良的生活习惯,群众性体育运动和文化活动悄然兴起,农村干群关系大大融洽。

资料来源:根据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网站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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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村运动”中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


1960年代,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朝鲜战争影响,韩国经济基础受到很大破坏。1962年韩国人均GDP仅为82美元,农业产值占GDP的43%,农业劳动力占就业人口的63%。50万农户中80%的人口住茅草房,只有20%的农户通电,5万个自然村中只有60%的村通汽车。经过40余年发展,截至2006年韩国人均GDP已跃至1.47万美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1∶0.85,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韩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得益于“新村运动”和“农协”两大推动力带来的农村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

(一)“新村运动”推动了韩国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

“新村运动”开始于1971年,当时正是韩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开始。由于前两个五年计划重点发展工业,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城乡发展差距有所扩大。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期,韩国开始调整发展战略,把发展农业水产产业、实现工农业的均衡发展放在首位。“新村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国家提出包括改造草屋顶、硬化道路、改造卫生间、建设供水设施(如集中建水池或给水井加井盖)、架桥、盖村活动室等20种工程项目,由村民民主讨论、自主选择。政府免费分给每个村335袋水泥,平均每户约4袋,每袋25公斤。第一年结束时,50%的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第二年政府给每村加拨500袋水泥、一吨钢筋。第一年干得不好的村子如果第二年干得好,可以在第三年追加1 000袋水泥。政府把全国农村按好、中、差分为自立村、自助村、基础村三等,在村口立上牌子,以调动村民的积极性。1974—1976年间,“新村运动”进入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的全面发展阶段。政府推出增加农民收入计划,支持农村调整产业结构,推广良种和先进技术,普及高产水稻新品种。1974年韩国实现大米自给,1975年实现自给有余,且畜牧业、渔业、林业等都有了较快发展。1977—1979年为“新村运动”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工业,1977年为韩国第四个五年计划的开始阶段,政府推出了“建设新农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规划,1978年韩国农村企业达到384个,1980年增加到790个。1970—1980年间,韩国政府财政累计向“新村运动”投入2.8万亿韩元,参加“新村运动”的人次累计达11亿。

就韩国“新村运动”的实质而言,它是一场集中提供农村集体和公共产品,缩小城乡差距的乡村社会治理运动。其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政府提供物质、资金和技术支持。对农村基础设施和居民建设,政府除给予必要的建材、资金支持外,还帮助乡村搞建设规划,由政府派技术人员进行道路桥梁建设指导。为支持农村建设,政府还向农民普遍发放长达30年的长期低息贷款,并争取国际组织贷款,从“住宅彩券”中拿出一部分支持农村建设,政府支农资金也直接从农协发放到户。

二是让农民自己选出“指导者”,自己的事情自己办。政府大力倡导、支持“新村运动”,但具体上什么项目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每个村选出新村建设指导者,负责组织大家的行动,里长(类似于中国的村主任)只管服务。指导者不拿报酬,但政府给予精神和物质奖励,如可优先选拔做公务员,或坐火车、汽车等半价,子女免学费或发奖学金等。

三是自始至终通过倡导“勤勉、自助、合作”理念来振奋农民精神。这种理念后来被扩展到城市,发展为民族自立、事业报国的国民精神。政府在整个过程中也设置了奖勤罚懒的机制,重在激发村民内部积极性。

四是注重搞好技术人员培训。韩国中央和地方都有相应的培训机构。中央“新村运动”研修院是专为培训“新村运动”技术人员建立的。培训期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都安排活动,公务员与农民选出的指导者同住同吃、共同讨论,研修班制定出的各村建设规划,交郡部核准后实施。

五是发动全社会帮助农村建设。政府要求社会各界人士都要尽其所能支持“新村运动”,形成“各行各业,支持农业”的社会氛围。

“新村运动”的效果十分显著,突出变化是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到1977年,作为农村贫穷标志的草房顶全部更换为彩钢或瓦顶。1978年,全国98%的农户用上了电。1971—1975年间,全国共架设桥梁65 000座,每个村都修了宽3.5米、长2～4公里的进村公路。新建自来水管4 440公里,新建会馆36 000座。此外,农民收入迅速增加。1967—1976年,农民家庭收入增长约8 倍,城市工人收入增长约5倍。在1970年代中期,农民人均收入超过城市居民。

(二)“农协”改善了韩国农村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状况

韩国农民认为,要致富不能单打独斗,要联合起来,组成属于自己的组织。1961年在政府主导下,根据《农业协同组合法》,韩国成立了全国性的属于农民自己的组织——韩国农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简称农协)。《农业协同组合法》明确了农协的唯一性,规定其他与农业有关的团体不得冠以农协称谓,农协是获得国家承认的非营利性民间社团法人。在事业上,各级政府要与农协积极合作,政府和公共团体的设施优先提供给农协使用;在财政上,政府在农协发展初期可以向其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在税收方面,免除农协的各种国内税费;政府还大力支持农协金融机构的发展,一些政策性的金融业务交由农协办理,促进农协的互助金融业迅速发展。

农协的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三方面:一是由韩国农民自己出资组建,代表农民利益,会员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协会提供的服务内容自愿选择加入。二是它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建设高收入福利农村、提高农民的社会地位为宗旨;主要职责是指导和参与农产品流通、销售、金融、保险福利等。三是运行自主、自律和独立。国家扶持以引导性为主,协会通过优质服务来生存和发展。作为非政府组织性质的农协,目前在韩国大概有1 327个分会和24 000名成员。它在促进农业产业化与流通化以及农业信用合作社等领域有广大的业务,尤其是它开设的农民咨询服务站,咨询范围包括农产品市场信息、风险投资信息、法律咨询、身体健康咨询、乡村旅游信息等,深化了农村生产和生活服务,在韩国整个经济结构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农协进行交易的市场份额占整个韩国农业流通的40%。农协在农民福利改善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常开展一些与政府相关的活动来保护农民的权益。



注释



[1]
 马晓河,方松海.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现状、问题与对策.农业经济问题,2005(4):17-19.





[2]
 指农村税费改革既要从根本上治理乱收费,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村工作更加规范有序,又要进一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促进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和农村社会长期稳定。





[3]
 三个取消:取消乡镇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逐步取消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两个调整:调整农业税政策,调整农业特产税政策;一项改革: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4]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报告(2009年),2009.





[5]
 郭建军.新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研究.“新阶段的中国农村综合改革”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会议论文集,2007.





[6]
 郭建军.新时期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研究.“新阶段的中国农村综合改革”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会议论文集,2007.







第三节　中国农村社区组织建设

一、农村社区组织与特征

(一)农村社区组织及其类型

农村社区组织是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它的概念可以界定为:农村社区内人们为达到共同的目标,有序形成的一个动态的社会系统。
[1]



农村社区组织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有不同的分类。根据农村社区组织的地位可以划分为决策组织、执行组织;根据农村社区组织的性质可以划分为党政组织、中介组织等。
[2]

 农村社区中各种各样的组织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在这里,笔者将根据这些组织的主要活动内容将之划分为管理类组织和服务类组织两种。

1.管理类组织

管理类组织在农村社区中主要发挥管理职能,承担社区管理工作,处理社区公共事务。这类组织的主要构成部分有:

(1)党组织和社区内的政府组织。

主要包括社区的党支部和政府职能部门在社区内的派出机构。社区党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在基层的常设机构,是党在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核心。
[3]

 政府的各类派出机构是政府职能在社区内的延伸,处理社区内的治安、卫生、税务等事务,是社区管理类组织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2)会、村委会等社区自治组织。

社区自治是社区建设的终极目标。社区自治组织就是为了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解决社区问题,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建设现代化社区的过程”的自治目的而设立的。这类组织主要有社委会或村委会、村民代表大会等。

2.服务类组织

服务类组织在社区中主要承担提供社区服务的任务。这类组织主要是非营利性的和公益性的,其可以是公立的,也可以由社区居民自己以各种形式组成。
[4]

 它们主要有:

(1)精神需求服务类组织。

这类组织主要是为志同道合的人提供一个共同活动的平台,以满足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组织形式可以是社区居民自发组成的,也可以是由社区出面组织的。其特点是以休闲或文化娱乐为主,如棋牌协会、钓鱼协会、书法绘画会、秧歌队等。

(2)维护权益类组织。

这类组织的目的主要是表达和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如社区法律事务咨询所为社区居民提供法律咨询,老年人协会维护老年人权益,妇女协会代表妇女同志的权益,残疾人协会为残疾人争取利益,外来务工者协会反映外来务工者利益,等等。

(3)生活服务类组织。

这类组织的功能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卫生医疗服务、社区优抚服务、社区养老服务等日常生活服务。其组织形式有社区志愿者组织、社区互助组、社区卫生站、社区康复院等。

(二)农村社区组织的主要特征

社区本身具有层次性和结构性,这也决定了社区组织管理体制
 的层次性和结构性。
[5]

 农村社区组织管理体系是由多个层次和多个系统组合而成,体现了社区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运行机制的多样化。

1.多层级的组织体系

多层级的组织体系,即由县、镇、社区组成三级组织管理模式。在这种结构中,每一层级都有各自活动的主要范围,各司其职,关系明确,县一级负责主导责任,镇一级负责规划、监督、沟通等,而社区一级负责具体实施各项事务,促进社区发展。这种直线模式有别于倒金字塔形,它扩大了社区组织的管理权限,让其能够直接贴近群众,及时了解民生情况。

2.多系统的复合结构

即由政府内的系统和社区内的系统共同组成。具体地说,就是为避免条块分割,驻社区内的政府职能部门,比如派出所、卫生所等应归社区领导。而社区管理体系和社区服务体系则参与社区的具体管理。这两个部分有机结合,使得社区结构更加完整。

3.多元化的社区管理主体

社区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使管理队伍出现了社会化、职业化、专业化,可以有效地整合社区内的资源,综合社区的各种力量共同致力于农村社区的发展,形成群策群力建设社区的大好局面。
[6]



4.多样化的运行机制

农村社区组织引入了能够综合利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的新机制,摆脱了过去单一的依靠行政命令来维持运转的现象。如责任考评机制,改变了过去职责不分、管理混乱的局面,调动了广大社区工作者为民谋利的工作积极性;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了社区企业化的经营管理,增强了社区的经济意识和服务意识,激
 发了社区工作者建设新农村的内生动力;法律机制,实现了社区管理过程的法制化。

二、农村社区组织的建设

(一)农村社区组织建设的意义

1.维护稳定,为群众创造安居乐业的良好环境

农村地区的稳定关系到我国的长治久安、安定团结的大局。目前,在我国农村地区,各种矛盾有上升的趋势,严重地影响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农村社区组织作为和农村居民联系最紧密、利益最相关的共同体,将在维护农村地区的稳定上发挥重要且积极的作用,它可以消除社区范围内的矛盾和不安定因素,实现社区的正常运转。
[7]



2.密切党和政府同农民群众的关系

农村社区组织是实现政府行政管理与社区自我管理有效衔接、政府依法行政与村民依法自治良性互动的一个重要载体。有利于构建起政府调控功能与群众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良性互动的社会管理格局,这将为农村和谐发展长效机制的建立奠定良好的基础。
[8]



3.扩大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

农村社区建设通过农村社区组织这个载体和平台,动员农民群众通过自治、自助、互助,满足农民群众各方面需求。开展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使自治单元更加明确,扩大覆盖的对象,细化自治的内容,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上实现了农民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从这种意义上说,农村社区组织是村民自治的延伸和拓展,也是农村基层民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新和
 发展出的新载体。
[9]



4.提高整合效率,完善服务功能

社区不像其他组织那样有正式的官僚制来控制它的运行,相对来说社区本身比较松散。社区组织的整合功能可以将松散的个人聚集起来,按照不同的关系结合起来,形成共同体。社区组织可以按照不同目标进行专业化的分工,满足特定群体的需要,这样既有利于提高个人的效率,还可以发挥一个组织在提供管理和服务方面的效率,使社区在提高村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上发挥更好的作用。

(二)健全农村社区的组织体系及其存在的问题

经过各级政府、民政部门、社区的努力,农村社区组织在社区建设中一开始就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但是,从整体发展要求和满足管理与服务的需要来看,农村社区组织与社会发展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差距,还不能很好地满足社区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农村社区组织还存在一些问题。

1.管理体制不顺

农村社区组织虽然初具规模,但相比城市社区仍存在规模较小、门槛较高、覆盖面过窄的问题,还存在着大量没有正式登记的半公开组织。社会组织登记注册门槛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据南京市民政局统计,没有登记的社会组织可能是已经登记的社会组织的10倍。
[10]

 管理社区组织的权限分散,造成多头管理、条块分割现象严重。这一问题在城中村体现得最明显,广州市海珠区的城中村就出现了村委会、居委会共管一地,关系纠缠不清、责任不明、步调不一的现象。
[11]




 2.农村社区组织的行政色彩过浓,社会认可度低

社区组织本来应该具有自己经办、自己管理的特性和自己独特的运行机制,但是现在农村社区机构的官办色彩浓重,部分农村社区组织就完全受政府机构控制。虽然它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社区组织的非行政性、自治性和自愿性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难以得到群众的认可。在南通市崇川区光明村,有些政府职能部门把本属于自己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下派到社区,却没有下放相应的权力,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事转费不转”,致使社区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所需补贴的费用也越来越多,给社区造成很大压力。有些职能部门的“工作进社区”不是服务进社区而是任务进社区,导致社区委员会行政化倾向明显,服务管理职能弱化,自治作用发挥得不好,居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弱。
[12]



3.农村社区组织服务水平较低

目前自发形成的农村社区组织还较少,服务内容还比较单一,服务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且大多数社会工作者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工作手段和方法比较落后,难以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系统化服务。根据辽宁省试点的工作情况,大多数社区服务只停留在较浅层面,内容单一,大多从事的是盖章办证,以及面向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和福利性服务。社区工作量大,人员配备紧缺,平时忙于日常管理,主动为居民提供服务不够,加之目前社会力量兴办社区服务没有相关政策优惠,人们积极性不高,志愿者队伍难以形成。

4.组织体系发育不完全

目前的农村社区组织中,管理类组织发展得较全、较好,而服务类组织缺乏。恰恰服务类组织在社区中能够起到维护广大社区居民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对社区权力机构和逐利企业形成有效的监督
 和遏制的作用。大部分地区的老年人服务、儿童青少年服务、家庭综合服务、精神卫生服务、农民和外来工权益保护、农村富余劳动力培训等服务的需求得不到满足。
[13]



(三)农村社区组织问题的解决

要切实解决好农村社区组织现存的问题,引导农村社区组织形成为民服务、自强不息的意识,充分发挥各类组织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在培育和完善农村社区组织的过程中,要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社区各类组织的扶持力度

社区工作者应该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资源和权利为社区组织谋取优惠政策,寻求资金支持,可以简化或者主动帮助民间组织登记注册,可以酌情考虑减免或代缴各种费用。像农村社区居民自发组织起来的文体活动类组织和维权类组织,这类组织一般容易建立,而且组织的活动经费相对较少,社区应从经费中抽出一部分作为专项资金帮扶他们。江苏省民政厅与省农林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江苏省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简化了登记条件和程序,降低了门槛,全省统一免收登记、公告费,推动了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和社区民间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使其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繁荣农村经济发展、广受群众欢迎的一个重要平台。
[14]

 云南的地方政府通过对环保组织的资金扶持大大改善了农村饮用水,实现了粪尿旱厕分离,对提高当地农民生活水平发挥了巨大作用。
[15]



2.加强对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工作的领导

上级党(工)委应把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工作作为一件大事,
 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与社区建设同步部署、同步落实;党委书记要把农村社区组织建设工作列入抓基层党建专项述职的重要内容,加强监督指导,促进任务落实;党委领导班子成员要联系一批农村社区,帮助其解决组织建设方面的实际难题。市委建立由组织、民政、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单位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研究解决农村社区建设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各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根据各自的职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推动农村社区组织建设。

3.健全完善农村社区组织运行机制,提高对社区居民的吸引力

对社区组织而言,面对经济市场化的挑战,必须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健全机制、强化功能,不断提高对社区居民的吸引力。健全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社区事务决策机制,实行社区重大事项由社区党组织提议、党组织委员会和农村社区居民自治组织联席会议商议、社区党员大会审议、居民代表会议或居民大会决议、决议内容和实施结果公开的科学决策方法。健全完善社区民主管理机制,认真落实居民代表联系户、居务公开“民主日”、财务民主管理等制度,充分尊重居民在社区事务管理中的主体地位。如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的社区组织会召开社区议事会,村民一起研究表决村内大事,使村民自治程度大大提高,村内政务、事务更加透明;还会通过开展村民论坛,使村民好的致富经验得到广泛推广和交流,使村民的忧愁烦恼得以化解,强化了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意识。
[16]



4.明确及强化社区对农村社区组织的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估

社区组织的工作要求有较高的透明化和公开性,社区应该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积极加强对各类组织的监管,并在专门社区管理机构的领导下对其进行考核和评估。除此之外,还应扩大社区居民参
 与监督的途径,让广大社区居民参与进来,这样既可以保证社区组织的工作是人民所需,又保证了社区组织的管理与服务可以不断地得到提高。例如山东省潍坊市细化、量化工作指标,层层分解任务并签订责任书,明确职责,强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任务的落实;各级社区工作领导小组和督查机构加强调度,坚持一月一调度、一季一通报、半年一观摩点评,不断加大检查考核力度;将社区建设工作纳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目标管理考核内容,严格考核,兑现奖惩,考核结果与干部选拔使用和评先树优相挂钩,对年度考核差、群众满意度低的农村社区,依法调整社区主要负责人。
[17]



5.对农村社区组织分类指导和管理,巩固管理类组织,着重发展形式多样的服务类组织

不同的农村社区组织有不同的业务内容,也有不同的服务对象,对农村社区组织应该进行分类,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和指导。

(1)党支部。

党支部是社区建设的主心骨,必须继续加强农村社区党支部的核心地位,强化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将党组织辐射到社区内的企业、农村各种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中。例如,无锡市为进一步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核心作用,通过“两推一选”“公推竞岗”等方式选优配强农村社区党组织班子,健全农村社区党组织网络体系,加快构建区域性大党建格局,以“组织共建、党员共管、设施共享、活动共搞”的形式,探索党领导公共领域、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的组织架构、协调机制和工作路径,实现党对农村社区工作的全面领导。
[18]



(2)村委或者社委。

村委或者社委应在自治与行政职能间寻找适当的结合点,以
 达到既能满足自治的需要,又可以很好地兼顾社区建设其他方面的工作开展的目的。“多村一社区”的社委,要建立协商议事机构,由社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代表、村民自治组织代表、村民代表和驻社区单位代表组成,主要是反映群众诉求,协商处理社区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和涉及全体村民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等。“一村一社区”的村委要承担农村社区服务功能,通过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听证会等有效形式和渠道,听取村民意见和建议。
[19]



(3)农村社区服务类组织。

农村社区服务类组织的建设应该放低门槛,广泛吸收各类社会人才和社会资金加入这一行列:积极发展志愿者协会、老年人协会、妇女协会、计划生育协会等民间组织,充分发挥其联系群众、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和规范行为的作用;支持和鼓励发展房屋租赁、就业服务、信息咨询等各类中介组织,提高社区服务功能;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群众的组织化程度和参与市场竞争、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引导农村经济有序健康发展。辽宁省海城市在实验村建立了以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老教师、老退伍军人和无职党员为主体的社区志愿者协会,下设“五个”服务站。一是社会互助救助站,负责面向孤寡老人、残疾人、低保户和生活有困难的群体开展以扶贫帮困、互助互济和生活扶助为主要内容的服务活动;二是环境卫生监督站,负责社区环境卫生的管理,动员、组织村民开展“除四害讲卫生”、门前四包、建立垃圾清运点、改建冲水公厕、绿化美化村庄等活动,教育村民树立环境意识,使村民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三是民间纠纷调解站,负责调解民间纠纷,化解群众矛盾,协助做好治安联防和流动人口的管理工作,消除治安隐患,维护村庄和谐稳定;四是文化活动联络站,负
 责管理村室内活动室、图书室和室外健身活动广场,组织开展各种有益健康的文体活动,丰富村民的业余生活,形成健康向上、文明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五是公益事业服务站,负责维护村庄道路、桥梁,维护村庄集体所有的公共财产,开展公益服务事业,为村民搞好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20]



(四)农村社区组织建设中各种关系的处理

1.理顺农村社区与乡镇政府、街办的关系

乡镇政府、街办和有关职能部门与农村社区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乡镇政府、街办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应由村级组织实施。确需农村社区协助完成的行政事务或临时性工作,须与农村社区协商,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给予相应的工作经费或补贴。
[21]



2.理顺农村社区与村委会的关系

农村社区与村委会是合作服务关系,共同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农村社区侧重于服务平台建设;村委会侧重于组织村民自治。农村社区与村委会要密切配合、拾遗补缺、相互促进,共同致力于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3.理顺农村社区与社区服务类组织的关系

农村社区与民间组织、中介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社区民间组织、中介组织和经济合作组织要借助农村社区搭建的培育其发展的服务平台,积极开展各种社区服务和经营活动,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

4.理顺农村社区与驻社区单位的关系

农村社区要积极开展面向驻社区单位的社会化服务;驻社区单位积极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大力支持农村社区工作。


 5.理顺农村社区组织相互间的关系

积极协调民间组织、中介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和政府与社会间的矛盾,形成民间组织、中介组织、经济合作组织,村委会和地方政府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见图5-1)。社区服务类组织等作为一种利益群体的代表,代表着相关群体的利益,必然会争取相关群体利益的最大化,有时就会出现某类服务组织利益与公众利益、政府目标冲突的现象。对此,既要在法律框架内予以积极引导,又要对其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管,以免这种组织与党和政府产生分离倾向,危及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政府需要完善服务类组织的管理体制,加强对服务类组织的监督管理,这主要可以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手段加以调节:可以将登记管理工作重心下移至基层;同时可以积极发挥村党支部和党员的作用,让党员中的积极分子担当社区服务类组织的领导工作,或者通过党员中权威性比较高的同志对社区服务类组织的活动进行指导。对于社区服务类组织自身而言,其面临着掌握的社会资源有限、社会认同度有待提高等实际困难,因而该类组织离不开政府组织的扶持,离不开社区居委会的帮助,因为村委会具有较为完整的组织体系、坚实的群众基础,且与党委、政府存在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在此基础上,党委、政府应该为服务类组织的健康发育和功能的发挥让渡必要的社会空间;民间组织等应该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与政府的指导、管理、监督;村委会应该发挥党和政府与民间组织合作共事的桥梁、纽带作用,同时学习借鉴民间组织的先进经验,完善居民自治。

[image: picture]


图5-1 民间组织等、村委会和地方政府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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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

我国自古以来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特征就很显著,城乡发展始终存在很大差距,近年来仍有扩大趋势。城市社区服务对城市社区组织和居民的社会生产生活产生巨大影响的同时,农村社区服务却在很大程度上长期未得到充分重视,随着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开展、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全面开展,发展和完善农村社区服务构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那么,农村社区服务的范围是什么,包括哪些内容体系,其重要意义在哪里,如何推进农村社区服务建设等问题,是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建设需要明确和解决的。

一、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相关概念

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涉及社区服务、农村社区服务、社区服务供给、社区服务体系、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等相关概念,在讨论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之前,有必要对这些概念予以界定与明确。

(一)社区服务与农村社区服务的概念

社区服务是指在政府的倡导、扶持和推动下,以满足社区成员的物质文化需要、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为宗旨,以基层街道(乡镇)、社区为依托,各类社会主体共同兴办的,具有公益性、地缘性、福利性、经营性的多元化服务。社区服务是社区建设的永恒主题和生命力所在。
[1]

 社区服务是一个服务体系,包括公共服务、市场服务、志愿者服务等。


 我国的农村社区服务是指在农村的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在基层政府的倡导和组织下,农村居民所进行的自助服务,是以农村社区为单位开展的社区服务,是一种公益性的福利性便民利民服务,是一种为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生产生活质量的有偿和无偿相结合的社会服务。农村社区服务是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重点项目,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龙头。

(二)农村社区服务的特征

农村社区服务有其自身的特征表现:

1.农村社区服务具有福利性

农村社区服务不以营利为目的或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以福利服务为主。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服务内容提供无偿、低偿和有偿服务。

2.农村社区服务具有群众性

农村社区服务要求动员社区成员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广泛参与,人人既都是服务对象,又都是服务提供者。

3.农村社区服务具有互助性

农村社区服务主要依靠社区单位和社区居民互助互济、互相补偿,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专长,做到资源共享、方便社区成员、解决社区存在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4.农村社区服务具有综合性

农村社区服务是个系统的社会工程,涉及政府和社会的多个部门,需要他们给予必要的支持和指导。

(三)社区服务的供给主体

社区服务的供给主体应该是谁呢?社区服务在内容上包括了公共服务、市场服务、志愿者服务等,不同内容的服务,其供给主体也不同。公共服务具有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的特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而其供给主体显然由政府来承担最有效率。市场
 服务带有非公共产品性或准公共产品性,具有竞争性或排他性或二者兼而有之,因而其由市场来提供效率最高,当然其中不排除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但不能替代市场。志愿者服务是一种自助性、自愿性、非营利性的社区服务,其供给主体应该是农村社区居民自己,当然,也需要政府的扶持和引导。由上可知,社区服务的供给主体是一个多元化的集合,但其中最主要、最核心的供给者还是政府。

(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及其建设

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是指以农村社区为基本单元,以各类社区服务设施为依托,以社区全体居民、驻社区单位为对象,以公共服务、志愿互助服务、便民利民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满足社区居民生产生活需求、提高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为目标,由党政引导支持、社会多元参与的服务网络及运行机制。
[2]

 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就是如何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中各项内容以一定的目标水平在一定的时期内得以实现,它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我国各级政府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着力点。

二、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未来的5～10年时间间,是我国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意义重大。自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公共财政制度,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之后,“社会公平正义”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新执政理念正在逐步转变为各级政府的战略和政策。中共十七大号召为“确保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要“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扩大公共服务”“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农村社区建设,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列入规划内容。中共十八大提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全面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和“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所有迹象均表明,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将进入一个快速建设和发展时期。当前阶段,积极推进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主要表现在五大方面。

(一)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是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举措

农村社区是我国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薄弱环节,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建设美丽乡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条件下,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是贯彻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各中全会精神,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筹城乡发展、振兴乡村、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

(二)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前提

我国当前农村与城市相比差距巨大并且差距还有扩大的趋势,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明显,甚至存在城乡发展彼此受制的风险。
 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是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和财富差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当前我国城乡居民经济机会和收入能力上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源于城乡社区服务体系、条件和水平上的差异。今后若干年内,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抓住机遇,建设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和运行机制,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美丽乡村建设,进一步夯实全面小康社会的物质基础,为如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奠定基础。

(三)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是凝聚农村社区共同体精神意识的基础

由于城乡社区服务体系的巨大差异,使得城乡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也相差巨大,农村大多数青壮年人口涌向城市、向往城市,对农村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分裂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因此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是把我国城市社区服务体系向农村社区延伸的重要步骤;是缩小城乡生活差别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村级组织有效运转,凝聚社区人心、人气,提升社区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基础。总结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已有的实践经验,构建统一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使各类支农惠农的政策和经济资源在农村社区层面得到整合,显得十分紧迫。

(四)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是时代的要求

今后5～10年的时期,是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目标离不开农村社区服务,满足农村居民提高生活质量水平的期望离不开社区服务。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推进,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对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有效满足农村社区居民个性化、多元化的
 服务需求,需要加快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为了适应社会转型、企业转制和政府职能转变而承接的大量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需要加快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为之提供支撑;为了有效回应居民共享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利益诉求,化解基层社会矛盾,需要加快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总而言之,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已然成为新时代的呼唤和要求。

(五)推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支柱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要经过从落后的一元农业经济结构到工农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然后随着农业人口不断向城市流动,转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最后才能实现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形成一元经济结构。但在我国当前庞大的人口结构和落后的生产力条件下,所有的农村人口都向城市转移是不现实的,因此,发展中小城镇经济是解决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现实选择。当今,国家一方面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加强城乡统筹;另一方面提出了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决议,努力塑造“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努力打造“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丽乡村。还提出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农村社区建设目标。不管农村社区是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平台,还是要实现其本身的建设目标,都必须加强两大支柱建设:一个是社区服务,一个是村民自治(广义上也可将其归于社区服务)。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发展已有30余年的历史,在民主选举、村务公开、民主管理等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如何发展社区服务,基本上还是一个新课题。因而发展农村社区服务,提高农村社区居民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水平,加强对社区发展的归属感就成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支撑。


 此外,加强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还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民心工程,是拉动内需、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配套工程,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工程。

三、农村社区服务体系的内容构成

我国农村社区服务建设起步不久,社区服务体系水平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农村的要求,与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还有较大差距。为此,推进农村社区服务,首先应该明确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所包含的内容,并据此逐步展开居民需要的服务,才能有条不紊、循序渐进地推动农村社区服务建设。

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是一个有机整体。按照“为社区成员提供生产、生活的基本公共服务、互助服务和市场化服务,促进社区转型发展,构建和谐农村社区”的目标设计,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应该构建一个纵横交错的完善的社区服务网络体系。其内容结构可用图5-2来表示。

从图5-2可知,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内容包括两大块:一块是农村社区服务组织,一块是农村社区服务内容,两者之间联系紧密。

(一)社区服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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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内容结构及其关系

社区服务组织包括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农村社区市场中介和农村社区民间组织四个部分。

1.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

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是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领导者、引导者、组织者,是绝大多数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与其他社区服务的扶持者和支持者。地方各级政府包括从省(市、区)、市(地区)、县到乡镇(街道)各层级的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涵盖了与“三农”问题有关的各部门,如民政部门、发改部门、农业部门、林业部门、水利部门、教育部门,等等。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是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应切实强化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改进工作方式,将延伸服务职能、使政府相关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社区作为主要工作内容,将指导、支持农村社区村委会及其他社区民间组织开展农村社区工作作为重要手段,推动社区服务体系发展。

地方各级政府应着力整合各部门在基层农村的办事机构,实现行政放权、重心下移,积极推进“一站式”服务。政府有关部门应该改变把社区当作自己的“腿”,将由自身承担的行政性工作摊派给社区,对有些由社区组织承担有优势的公共服务,可按“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委托社区组织承担,妥善解决社区村委会开展服务所必需的场所、设施和工作经费。积极探索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管理等多种形式,调动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的积极性,促进公共服务社会化。同时加强对社会活动的监督管理。综合运用行政、法律手段监督、管理社区服务。推动制定各类社区服务行业
 标准并监督执行。建立健全反映社区服务设施、服务管理、居民需求及满意程度等有关信息的采集及工作评估体系。

2.农村社区服务中心

在农村社区提供具体社区服务内容的应该是社区服务组织或者类似组织,通常是社区服务中心。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建设是一项坚持以人为本、服务群众、贴近百姓的民心工程,是健全和深化村民自治功能,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有效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重要工作平台。

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是村党组织、村委会下设的服务组织机构。建立党组织领导,村委会具体指导,农业或经济发展与社会事业、社会保障、人民调解与社会治安、公共卫生与计划生育、文体与教育等相配套的工作协调机制。它是健全和深化村民自治功能,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有效载体,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的重要工作平台。

我国在2007年12月31日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建立便民利民的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是一个能够直接进入农村基层、涉及千家万户、惠及每个人的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平台和载体,成为推进城乡统筹和实现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是实现党和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工作任务和战略目标的“抓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实际上就是将农村社区居民所需要的各种服务进行集中打包,为农民群众提供便利的各种服务场所和各种设施的综合。

3.农村社区市场中介

农村社区市场中介是指连接农户与市场、为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具有法人性质的经济组织,是沟通千家万户小生产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为农村经济与农业生产提供服务的市场组织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在农产品市场上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服务的市场组织,比如农产品批发市场、农产品物流组织、农产
 品加工流通组织、农产品信息服务商以及为农产品交易服务的经纪商、代理商、拍卖行等,在农业生产者与农产品消费者之间起中介作用。另一类是在要素市场上为农村生产提供服务的市场组织,主要包括农资经营者、农业生产技术经营者、农业生产信息经营者等,在农业生产者与要素供给者间起中介作用。

有效的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社会资源。西方发达国家农业现代化的经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比如美国的产销一体化组织、西欧的合作社、日本的农协等模式。因此,市场经济要求各市场主体要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近年来,我国农村也出现了大量适宜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建设需要的多层次、多成分、多类型的市场中介组织,对引导农户走向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形成机制来看,大致有五类:(1)供销社带动型。基层供销社领办专业合作社,在转换自己职能的过程中,发挥自身网络优势、人才优势以及经验经营优势,与农民联合兴办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专业合作社,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过程。(2)经济技术部门带动型。是一种“官民合办”类型,由政府及有关的涉农技术经济部门选派少量骨干与农民一起共同组织“农业服务体系”,按服务功能和产品类别不同,分别成立“综合农协”“专业农协”,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或提供专业服务。(3)农民自发型。依托农民种植、养殖或运输大户,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组建的市场中介组织。(4)龙头企业带动型。以农副产品加工或流通企业为龙头,通过合同契约、股份合作制等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户从事专业生产,将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实行一体化经营。一般采取“公司+农户”的组织模式。(5)依托乡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动型。

4.农村社区民间组织

农村社区民间组织是由社区居民自发成立的,在本社区范围内活动的志愿性、志缘性、趣缘性组织。它既是社会自治力量发展的客观产物,也是村民自治政策的内在要素,更是推动国家与
 农村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重要组织载体,是构建农村市民社会的重要推动力量。当前,我国农村社区民间组织大体上有五种:一种是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组织,如村委会、村计划生育协会、共青团、妇联等;二是各种农村专业经济组织,如养兔合作社、蔬菜协会、花木协会等;三是公益服务型组织,如教育基金会、老年人协会、老年大学等;四是传统的乡社团体,如庙会、宗亲会等;五是非法的恶势力和黑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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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第四类组织主要是基于血缘、亲缘、祭祀及宗教等传统关系而存在的;第五类组织在农村中客观存在,在某些地区、某些时期势力还比较大,严重影响了基层社会的正常运转,应当坚决予以取缔。本部分关于农村民间组织的讨论不包括这两类组织。农村社区民间组织的发展提高了农民利益表达的组织化程度,拓展了基层民主参与和民主监督的空间,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农村社区民间组织还弥补了农村撤销基层政权导致的部分政府职能的“缺位”,提供了部分农民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丰富了农民的文化社会生活,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

农村社区民间组织是多种多样的,具有地域特色。一般有社区慈善组织、文体组织、学习型组织,为老年人、残疾人、困难群众提供生活服务的非营利性机构,如互助协会、老年协会、体育协会和法律援助协会等。对这些组织应加强引导和管理,根据农村社区民间组织的性质实行分类指导。大力发展农村社区志愿者组织,培育社区志愿服务意识,弘扬志愿服务精神,鼓励居民参加社区志愿服务活动。配合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大力开发能够吸引居民参与的、生动活泼的社区志愿服务项目,鼓励开展社区救助、优抚、助残、老年服务、就业服务、维护社区安全、科普和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推进实现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制度化。




(二)农村社区服务内容

农村社区服务内容包括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农村社区市场中介服务和农村社区志愿服务三个方面。

1.农村社区公共服务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是为满足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共同需要的,为社区农村居民公众利益服务的事务总和。2007年12 月31日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把进一步完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视为逐步解决“三农”问题和实现城乡统筹的有效途径。文件还首次将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分为两类:生产性(经济性)公共服务和生活性(社会性)公共服务,即便农利农服务和便民利民服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水平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农村社区发展和城乡协调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也是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所在。推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确保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2.农村社区市场中介服务

农村社区市场中介服务是指由农村社区市场中介,如农产品购销组织、合作经济组织、乡村社区经济组织、“公司+农户”、农民经纪人等,连接农户与市场,为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的各种农村社区服务。

3.农村社区志愿服务

农村社区志愿服务是由农村社区志愿组织,如治安、敬老、帮困助残、医疗卫生、环保、科普等义工专业服务队(组),或志愿者个人,利用自身资金、技能等资源,自愿为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和农民群众提供的帮助或服务。志愿服务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成果,是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前其发展主要集中在城市地区,
 现在逐步向农村地区延伸。农村社区志愿服务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新时期,是解决农村社区群众实际困难的重要手段,是促进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

目前,全国有59.9万个建制村(社区)。“十一五”至“十三五”期间,各地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

1.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取得初步进展

全国共建成综合性的社区服务站30 021个(含城市区域)、村级组织活动场所53.9万个,便民利民服务网点69.3万个(含城市区域)。还建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社区文化中心(室)等专项社区服务设施。

2.农村社区服务内容不断拓展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生活救助、文化娱乐、社会治安等政府公共服务事项逐步向农村社区延伸,推行农村社区志愿者注册登记制度,农村社区志愿互助服务蓬勃开展。便民超市、菜市场、早餐等生活保障性商业网点得到较快发展,物业管理、养老托幼、修理服务、废旧物品回收等便民利民服务项目也开始进入农村社区,极大地方便了农村社区居民生活,提高了其生活质量。

3.农村社区服务队伍不断壮大

农村社区服务队伍不仅有依法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成员,也有面向社会聘任的专职社区工作人员。一大批素质高、能力强、作风正、愿意为群众服务的乡村居民走上社区工作岗位,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村民委员会成员221.5万人,社区公共服务从业人员
 215.8万人(含城市区域)。此外,越来越多的农村社区居民成为农村社区志愿者,活跃在农村社区服务的各个领域,成为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的重要力量。

4.农村社区服务方式不断改善

不少地方依托乡镇(街道)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实行“一站式”服务;不少地方开始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方便快捷地满足了村民的多样化需求。有的地方通过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开展项目补贴等方式,引导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居民参与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活动,增强了农村社区服务的活力和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农村社区服务制度环境初步形成。国家围绕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权益保护工作出台了法律,围绕社区卫生、社会救助、劳动就业、文化教育、社区服务设施等内容出台了相关政策,各地也相继出台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服务的政策措施和发展规划,社区服务的政策法规逐步完善,各级党委政府对社区服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农村社区居民对社区服务的认同感正在逐步增强。

(二)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就总体情况而言,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仍然处于起步的初级阶段,仍然存在许多困难和问题,也面临许多机遇和挑战。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发展总体上还不能适应“社会公平正义”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包括以下几点。

1.农村社区服务的整体水平低,城乡差距过大

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服务整体水平偏低,发展严重滞后,城乡差距过大,社区服务设施严重短缺,许多乡镇、农村社区仍然缺乏应有的服务场所,农村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刚刚起步。

2.农村社区服务地区发展不平衡

农村社区服务地区发展不平衡特征显著,东、中、西部之间的
 农村社区服务差距巨大。东部沿海地区的许多地方农村社区服务的水平与城市社区服务水平的差距在缩小或在逐步接轨,而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很多地方,农村社区服务水平还处于非常低的水平,离我国城乡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的目标差距很大。

3.农村社区服务内容亟待丰富和落实

农村社区服务的内容亟待丰富和落实,社区公共服务需求和供给脱节,供给方式单一。

4.农村社区服务缺乏统一规划,投入长期不足

农村的社区服务体制机制不顺畅,缺乏统一规划,财政对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投入长期不足,各自为政、重复建设的问题较为突出,资源整合有待加强,社会参与机制亟待完善。

5.农村社区服务人才素质亟待提高

目前农村社区服务人才短缺、素质偏低,结构亟待优化。

五、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及其建设与提供

(一)社区公共服务及其体系

关于公共服务的概念与内涵,目前学术界存在不同的看法,比如马庆钰(2005)
[4]

 认为,公共服务主要是指由公法授权的政府和非政府公共组织以及相关工商企业在纯粹公共产品、混合性公共产品以及特殊私人产品的生产和供给中所承担的职责。詹成付(2008)
[5]

 和师坚毅(2010)
[6]

 认为,公共服务主要是指政府为公众提供的各种服务,包括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共安全、公共教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及与此相关的制度、政策等。胡宗山(2008)
[7]

 认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建设是为了满足公民作为个体存在的安
 全、生存和生活质量需求而建立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社区服务等社会服务体系,其中为满足这些服务而设立的有形的物质设施和体制机制等被称为公共产品,而无形的服务等被称为公共服务,且在一般情况下,二者可互换,基本是一回事。尽管各方看法有异,但这些概念都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公共服务是全社会普遍分享的、满足人们生存和发展基本需求的服务;二是政府是公共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范畴都是与居民基本需求相对应的,主要包括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等。“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求城乡居民在生产生活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基本医疗、社会保障、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方面享受到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同的服务,并且充分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为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是在农村社区层次上为社区农村居民提供的公共服务,广义上既包括社区公共设施、公共项目、公共政策等,也包括社区管理运行机制、公共意识和认同意识等。实践当中通常使用的是狭义的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内容,一般包括社区公共设施、公共项目、公共政策等内容。

我们还经常提及农村公共服务的概念,其实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和农村公共服务二者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应该对二者的关系进行区分。农村公共服务包含所有由政府主导,涉及农村、农业、农民的服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仅仅是农村公共服务的一部分,因此有些属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内容未必是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内容,比如标准农田建设、大型水利设施建设、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农村金融服务等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内容,却不适宜作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内容。但反过来,属于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内容则必定也是农村公共服务的内容。同时,农村社区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此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内容也可能随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需求变化而变化和丰富。




(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内容体系

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性质是多维度的,一方面要体现出农村居民基本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对社会弱势群体服务的福利性;另一方面也要体现出为农村社区市场经济主体服务的经营性。因而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内容非常丰富,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内容包括编制农村社区布局规划、改善农村社区公共基础设施、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构建老年福利服务体系、构建农村社区公共安全体系、提升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繁荣农村社区文化教育、实施农民体育建设工程、发展农技推广服务等。

(三)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建设与提供

下面从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包括的内容来讨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提供与建设。

1.编制农村社区布局规划

农村社区公共基础设施的配备,既要强调公平,又要注意效率。可根据管理人口适度、区域相对集中、资源配置合理、功能相对齐全的原则,科学编制农村社区布局规划,做到社区内部的生活、生产、生态等功能的合理分区和教育、文化、娱乐、办公室等服务设施的合理布点。在编制社区布局规划时,应根据农村社区的地域特点和范围等因素,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2.改善农村社区公用基础设施

现代化的农村社区必须有现代化的公用基础设施。农村公用基础设施为农村社区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公共服务,既包括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等,也包括建立农村社区办公服务、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建设、综治警务等必需的设施,提升村民生活质量水平。

3.构建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探索建立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与
 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城乡同步增长机制。建立农村五保对象供养机制,逐步实施集中供养。对困难家庭实施教育、医疗、住房、就业、法律援助等专项救助。健全农村新农合医疗制度,逐步将农民全部纳入合作医疗制度。采取个人缴费、财政补助相结合的办法,加快建立面向农业劳动力的养老保险制度。加大农村劳动力培训力度,形成“政府购买培训、学校提供培训、农民自主培训”的培训机制,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

4.构建老年福利服务体系

构建老年福利服务体系应以满足农村社区老年人的需求为出发点,以建设农村老年活动室为重点,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大力挖掘和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建设“星光老年之家”,保证农村社区老年人有服务设施、活动场所和服务制度。逐步实施普惠型农村老年福利政策,统筹城乡老年人优惠措施,凡是城市老年人享有的优惠,农村老年人具有同等权利享有。建立覆盖农村所有老年人、标准有别的生活补助制度,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金,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水平。

5.建构农村社区公共安全体系

农村社区面临的公共安全形势,因经济发展、地理环境、风土人情、人口数量等因素而差别很大。维护社会安全,首先,要加强法制教育,完善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畅通农村各类居民利益表达渠道,从根本上减少矛盾纠纷的产生。其次,健全调解委员会等组织,组建义务护村队、夜间巡逻队等群防群治组织,促进本地人口、外来人口的融合,调处矛盾纠纷,消除不安全因素。最后,改变传统的与农民疏远的农村警务,使警务工作的重点向农村地区延伸,建立符合当地实际的社区警务模式和运作机制。完善农村火灾、自然灾害等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案,实施减灾教育,建立避灾中心,消除农村突发性公共事件对社会正常秩序、公共安全的威胁和影响。加强宣传教育、督促检查,完善必要设施,实现农村社区的生产安全、消费安全和环境安全。


 6.提升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

当前我国卫生资源总量相对不足,城乡卫生资源的配置极不平衡。农村生态环境变化和人口流动性增加,使农村公共卫生问题日益突出。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对医疗卫生的要求也在提高。这对农村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提出了新挑战和新要求。因此要重视和加强规划工作,合理配置农村卫生资源,根据行政区划以及服务人口、服务半径,制定并实施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规划,合理构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每个乡镇设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心按照农村村民出行20分钟可达的要求下设若干社区卫生服务站,优化整合现有乡镇卫生院分院、村卫生室等卫生资源,纳入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实现卫生服务中心和卫生服务站的一体化管理,形成一个覆盖所有农村人口的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按比例配备农村社区责任医生,建立农民健康档案,为农村村民提供预防、保健、医疗、康复、健康教育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等六位一体的服务,使农民享有基本卫生服务和基本卫生安全保障。

7.繁荣农村社区文化教育

我国农村社区文化教育投入不多,相关设施不完善,文化队伍不足且素质整体偏低,不能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影响了农村社区精神文明的建设进程。今后要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场所和文化设施的建设,建设多功能的综合性文化活动室。充分挖掘农村社区现有资源,鼓励将闲置校舍、旧礼堂、旧宗祠等改建为文化活动室。发掘、整理和保护农村社区优秀民间文化资源,培育特色文化社区。积极探索文化下乡的有效机制,按照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发展社区文化,政府对重要项目予以财政补贴。充分发挥市、县图书馆对乡镇、村图书室的辐射作用,在乡镇和农村社区建立市、县图书馆的分馆或流通站,实现城乡文化资源共享。支持农村村民业余文化队伍,实现每个社区拥有一支或多支农村村民业余文化队伍的目标,政府对业余文化队伍的文化骨干进行免费培训,并资助其开展活动。建立社区学院分院、社区教育中
 心、社区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从农业产业调整、劳动技能、科技法律等方面开展社区教育培训,构建农村社区终身教育体系。

8.实施农民体育建设工程

开展体育建设活动,推进农村社区体育健身设施建设,普遍设立健身路径、篮球场、乒乓球台,让农村居民共享体育健身的快乐。社区体育健身活动应结合当地特点,从当地实际出发,平原、山地、沿海等不同地理条件的农村可依据各自自然条件特点发展不同类型特色的体育活动。挖掘、整理和推广富有乡土气息和传统特色的民间体育项目,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建设活动。有针对性地培训农村体育骨干,积极培养农民体育组织,引导、资助其组织体育活动,以体育活动促进社区村民和社区之间的和谐和睦。

9.发展农技推广服务

发展和依靠农业科技是改善农业生产和提高农村经济效益的重要途径。良好的农业科技服务是给农村社区居民带来经济增效、收入增加的必要条件,因而要大量发展农村社区的农技服务。要巩固农技推广队伍,承担新技术、新成果、新产品的引进、试验、示范,动植物疫病及农业灾害的监测、预报、防治和处置,农产品生产过程中的质量检验检测,农业资源、农业生活环境和农业投入品监测,农业市场信息和农民培训工作。确保先进适用技术及时送到田间地头,有效提升科技对农业生产的支撑和保障作用。培育职业化的农民服务队伍,扩大农业内部就业,就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
[8]



六、农村社区市场服务体系及其发展

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不同,它既是生活单元,也是生产单元。
 农村社区服务既要满足农民群众的生活需求,又要满足农民群众的生产需求。农村社区市场服务体系发展的显著特点是要突出农村发展要务,即促进农业增效、农村增收。农村社区市场体系的建设应注意不要与新农村建设的内容混为一谈,有些农村经济活动,如招商引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农业龙头企业培育等就适宜放入农村社区市场服务的范畴,应归于新农村建设任务。还应注意的是,市场服务应遵循市场规律,应交由市场来做,政府部门和村级组织对市场服务主要是提需求、制定规划、合理引导、政策扶持,避免直办直管,应按经济规律办事。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市场服务体系的建设应聚焦于为农村社区居民提供社区商贸服务、培育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拓展城市信息服务范围等方面。

(一)发展农村社区商贸服务业

1.农村社区对连锁便利店需求高

在传统的商品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时期,广大农村地区的商贸流通网络以供销合作社的经营网络为主,村一级大多是供销社代购代销店。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供销社在农村的营业网点大多已倒闭或转制,个体户大量涌现,杂货店、副食品店遍布农村各地。但是以传统农村小店为主的农村商贸服务业,容易导致商品质次价高,食品安全问题突出。农村居民对连锁便利店需求强烈。浙江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经验。浙江2005年开始实施“千镇连锁超市、万村放心店”工程,要求三年内实现乡镇连锁店、较大建制村有连锁便利店,极大地方便了农村居民消费。不过浙江的做法也有问题,比如适合连锁经营的村级营业网点比较少,开设农村连锁便利店的成本高,连锁经营龙头企业规模偏小、实力偏弱。

2.重视推进连锁便利店的建设

2005年初,商务部提出并启动了“万村千乡市场工程”,通过安排财政资金,以补助或贴息的方式,引导城市连锁店和超市等流通企业向农村延伸发展“农家店”,力争用三年的时间,孕育出25
 万家连锁经营的农家店,构建以城区店为龙头、乡镇店为骨干、村级店为基础的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使标准化农家店覆盖全国50%的行政村和70%的乡镇,满足农民消费需求,改善农村消费环境,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为此,财政部出台了对该工程的专项资金扶持政策。截至2009年,农家店的数量已超过27万家。建设便利店已成为各地为农村居民提供便民利民服务的重要内容。连锁便利店虽有营利性,但从食品安全上又具有公益性。因此对它的建设,政府应予以正确引导,按市场方式来操作。政府部门应将连锁便利店纳入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范围,进行统一规划建设。对连锁便利店提供政策支持,降低其税费,提供财政补助,以减少其成本。

3.拓展农村连锁便利店的功能

农村连锁便利店在经营食品、日用品的同时,应该增加邮政、电信、农资、文化产品等经营业务,进一步方便农村居民消费。并且可以利用其通畅的流通渠道和良好的信息系统,开展收购和营销优质农产品活动,引导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同时,还要适应农村消费需求变化,不断拓宽连锁便利店的服务领域,增加服务内容,强化服务功能,逐步向多功能、复合服务平台转变。有些具备条件的地方,可在连锁便利店的基础上创办农村社区综合服务社,包括连锁便利店或连锁超市、餐饮服务、医疗卫生、休闲娱乐、文化体育、农产品收购、农资供应等服务设施。使之能更好地为农村社区服务。

(二)培育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是指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它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提供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农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以及与农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等服务。它包括
 各类专业协会(初级形式)、专业合作社(典型形式)和股份合作社(创新形式)等。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迫切需要,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举措,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手段,是深化农村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客观需要,是我国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紧迫任务,也是构成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和村级组织要促成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立,坚持以农业主导产业和特色产品为依托,打破身份、行业、城乡区域、所有制限制,多元化、多层次、多渠道、多领域放手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鼓励农村专业大户、村级基层组织、经营能人、农技人员、龙头企业、基层供销社各类主体和各种不同类型的民间资本,利用生产、加工、经营、技术、资产、品牌等优势创办松散型或紧密型、营利型或非营利型、本地区或跨地域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帮助协调经济组织与农户的利益关系。

(三)拓展城市信息服务范围

许多城市地区通过整合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种资源,推出了多条社区信息服务热线,全天候、全方位地为城市居民提供有关家政、设备维修、水电维修、购物消费、住宿餐饮、中介等服务,并实行全程跟踪监督,深受市民欢迎。但这些服务在农村社区还很少,农民暂时无法享有。在一些条件具备的农村地区,农村村民对上述信息也有旺盛的需求,应因势利导,将信息化服务覆盖到城乡社区的所有居民,使农村社区居民也可享有与城市社区类似的服务。

七、农村社区志愿服务及其扶持

农村基层志愿服务是指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自身的资金、技能等资源,自愿为农村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和农民群众提供
 帮助或服务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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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发展农村社区志愿服务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1.必要性

(1)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需要开展志愿服务。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农村社区建设呈现蓬勃生机。但是农村社会依然存在一些需要妥善解决的问题,比如困难群众数量依然庞大,重点优抚对象等群体需要重点扶持,广大农民群众对教育、文化、科技、法律、卫生、治安和环保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强。解决这些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既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提供优质服务,也需要借助市场服务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力量,更需要重视和利用社会各界的爱心奉献与农民群众自身的力量,开展志愿服务。

(2)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形势需要志愿服务。

为应对税费改革后乡镇(街道)干部、村级组织成员精简的新形势,开展志愿服务是增强社会服务功能的重要举措,是整合各种服务资源,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活需求的重要途径,是政府依靠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方法。开展志愿服务,对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2.可行性

(1)舆情环境可行。

当前,解决“三农”问题成为国家和社会各界的共识,机关、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社会组织都在谋划如何为“三农”服务,因而具备开展志愿服务的舆情环境。


 (2)道德基础可行。

中华民族特别是农村村民向来有“出入相邻、守望相助、疾病相救”的优良传统,我国政府一直倡导“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社会风尚,因而具备开展志愿服务的道德基础。

(3)制度基础可行。

农村基层长期实行村民自治,农村公益事业多年来采取村民投工投劳的办法,形成了一套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制度,因而具有开展志愿服务的制度基础。

(4)文化氛围可行。

农村村民之间向来有相互帮助的文化氛围,也有如红白喜事理事会之类的组织,只是没有被称为志愿活动、志愿组织而已。

(二)我国农村社区志愿服务的主要领域

哪些领域应该成为农村社区志愿服务的内容呢?应该首先考虑的是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对象,重点包括低保对象、五保对象、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优抚对象、特困党员、外出务工人员家庭以及刑释解教人员、社区矫正人员,还应包括普及科技文卫和法律知识、扶贫开发、社会救助、优抚助残、敬老扶幼、治安巡逻、卫生保洁、环境保护、文艺演出等重点服务领域,兴办农村社区公益事务,改善农村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解决农村困难群体的生产生活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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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而言之,我国农村社区志愿服务负责的领域是宽泛的。

(三)扶持我国农村社区志愿服务的发展

社区志愿服务是以满足社区农民需求为目的,以提高社区农民素质为宗旨,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及村民自治组织、群众团体和其他基层组织的作用,充分发挥农民群众自身的力量,积极引导
 社会力量,遵循以人为本、自我服务、因地制宜、自愿参加的基本原则,共同促进农村突出问题和农民群众实际困难的解决。

各级政府和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农村社区志愿服务活动的指导和扶持。要把推进农村社区志愿服务作为健全社区社会服务体系,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任务予以部署。各地县级政府要研究并提出本地开展农村社区志愿服务的活动规划,整合资源,帮助解决服务活动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不断壮大服务力量。乡级政府要积极督促村级组织建立健全农民志愿服务的组织和制度。有条件的地方,对招募的志愿者要进行服务技能等方面的培训,不断提高志愿者服务质量。要切实维护志愿者的合法权益,广泛宣传、表彰农村社区志愿服务活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在社会上形成支持农村社区志愿服务的良好氛围。组织部门、宣传部门、民政部门等和共青团、妇联、科协等组织,要在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发挥各自优势,密切配合,形成合力,引导农村基层志愿服务活动健康发展。

八、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途径与对策

根据我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目标与态势,今后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应从加强组织领导、健全法律法规政策体系、建立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完善和落实扶持政策、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着力推进。

(一)加强组织领导,形成推动合力

各地要加强对农村社区建设的组织领导,切实将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置于突出地位,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其他中长期发展规划,在人力、财力、物力等方面提供保障。要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在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工作职
 责,建立健全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牵头、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多方共同参与的农村社区服务建设与管理体制,改革创新农村社区服务设施运行机制,形成推动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发展的合力。

(二)健全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规范农村社区服务的建设

针对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发展中亟须用制度规范和调整的热点、难点、重点问题,研究并出台支持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发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农村社区服务体系中投资、建设和运行的主体及其相应的责任。制定农村社区服务准入标准、服务设施建设标准、信息化建设标准,规范服务和建设行为。在现有法律法规政策的基础上,继续完善、发展农村社区专职工作者和社区志愿者队伍的相关规范,为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加强普法工作,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社区组织成员和全体社区居民的法律意识。

(三)建立多渠道投融资机制,妥善解决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经费来源

1.列入财政预算,保障公益性项目资金,制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资金

各级政府要把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建设列入财政预算,安排一定资金作为农村社区的服务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公益性服务项目予以资金保障。各级发展和改革部门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级制定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发展规划,确定发展目标和重点,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统筹安排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所需的资金、场所和人员,促进农村社区服务各项工作的落实。

2.房地产开发项目配套,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建设

乡村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应配套建设公共文化、教育、体育等各类社区服务设施。逐步引导社会各方参与和支持农村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探索建立有效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资金募集
 方式,通过贴息补助、配套投入等多种方式拓宽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融资渠道,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农村社区建设。

3.慈善捐赠,鼓励企业共建,加强对资金的监督

通过慈善捐赠等活动,筹集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建设发展资金;鼓励企业与农村社区建立共建机制,兴建社区服务设施,开展社区服务。同时,还要加强对建设资金使用和管理的监督力度,通过村务公开等形式接受群众监督,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总而言之,农村社区服务的投入机制问题,单由公共财政包下来是不可能的,但让农民分担又是不公平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构建以公共财政供给为主,村社集体、私人、中小企业和民间机构多方参与的供给体制和机制,形成责权明晰、配置合理、和谐有序、可持续发展的农村社区服务体系投入机制。

(四)完善和落实扶持政策

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用地,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可以采用划拨方式供地的,各级政府要切实予以保证;对于一般性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用地,应当采用有偿方式供地的,可以在地价上适当给予优惠。农村社区组织开展工作和公益性服务的用水、用电、用气按应给予价格优惠或根据不同情况予以必要的财政补助。

农村社区组织的工作用房和居民公益性服务设施的产权归属,要通过制定明确的制度予以确认,由政府划拨或以政府投入为主的,产权归当地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区具有永久使用权;单位、个人无偿提供或资助的,其产权和使用期限以双方自愿签订的协议为准。农村社区组织的工作用房和公益性服务设施只能用于社区组织办公和开展公益性服务,不得改作他用。

充分发挥行政机制、市场机制、志愿机制在社区服务中的作用,对农村社区组织开展的互助性服务、志愿服务和社会力量兴办的微利性商业服务给予政策和资金扶持;对农村社区营利性商业服务要积极引导其向产业化、市场化发展;鼓励大型服务企业兼并、
 控股国有或集体所有的农村社区服务单位,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参股或兴办农村社区服务企业。

(五)加快农村社区服务人才培养

建立健全以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为主要内容的政策措施和制度保障,制定工作规范,通过各种形式培训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人才,扩大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规模,不断提高农村社区服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服务意识和业务水平。加强各类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农村社区服务研究和社区服务相关学科建设,为农村社区服务体系培养各类专业人才。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吸引更多社会优秀人才、大学生到农村社区工作,切实解决农村社区村委会成员及其聘用的服务人员的生活补贴、工资、保险等福利待遇,并使待遇水平随经济发展而适当提高,同时为他们开展好农村社区服务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对优秀的农村社区服务工作者予以多种形式的表彰奖励。


调研案例



青岛市城阳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为了能更好地理解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情况,我们对青岛市城阳区进行了实地调查。青岛市城阳区地处青岛市市区北部,东依崂山区,南接李沧区,西临胶州湾与胶州市相邻,北与即墨市毗连,东西最大横距41.5公里,南北最大纵距24公里。全区总面积553.2平方公里。青岛市城阳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 121.83亿元,财政收入为153.4亿元,常住人口为85万人。青岛市城阳区下辖8个街道办事处:城阳街道办事处、红岛街道办事处、棘洪滩街道办事处、流亭街道办事处、上马街道办事处、惜福镇街道办事处、夏庄街道办事处和河套街道办事处,按“一村一社区”的方式设置了230个农村社区。

(一)青岛市城阳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现状

从调查情况来看,城阳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已经有了
 初步发展。各办事处对这些公共服务设施的资源投入是巨大的,下面是8个街道办事处对综合服务设施投入资金以及预计后续投入的统计数据。从表5-2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础设施建设的顺利进行离不开大笔资金的投入。

表5-2 综合服务设施投入资金统计数据单位:万元

[image: picture]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问卷调查整理。

通过调研,我们发现青岛市城阳区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种类比较齐全,包括医疗卫生、体育、文化等方面,是广义的基础设施建设,面积较大,基本上能满足村民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要求。城阳区各街道办事处基本都设置了一站式服务大厅、党员志愿者服务站、图书阅览室、卫生服务站、综合治理服务站、文体教育服务站、村民议事室、劳动保障服务站、社区居民学校、老年活动室等公共基础设施(见图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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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青岛市城阳区拥有各种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社区个数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问卷调查整理。


 (二)青岛市城阳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取得的成效

正是城阳区对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的重视,加之其经济比较发达,社区有能力进行公共服务建设,近年来城阳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得到了长足发展,230个农村社区基本上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图5-4显示的是具备不同公共服务功能的社区个数,从该图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青岛市城阳区在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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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青岛市城阳区拥有不同公共服务功能的社区个数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问卷调查整理。

(三)青岛市城阳区农村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1.各农村社区建设水平不均衡

城阳区农村社区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好,但其内部发展很不均衡,农村社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数量分布不均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所调查地区的财政收入越高,配套的综合服务设施建设得就越完善;财政收入越低,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就越少。不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数量、质量存在较大差异。图5-5展示了8个街道办事处综合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和预计后续投入,从该图中我们可以直观看出各农村社区建设水平的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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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综合服务设施投入资金统计数据

资料来源:根据课题问卷调查整理。

2.上级财政投入比例小,对社区集体经济依赖程度高

城阳区农村社区建设资金投入主要是依靠村集体经济,镇、县及其以上财政的投入所占比例较小(如表5-3所示)。这种情况源于城阳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集体经济收益较大,有能力建设自己的农村社区。但这种情况也有不利的一面,就是上级政府对各农村社区建设的调整力度较小,从而形成了农村社区建设事实上的不均衡。

表5-3 农村社区建设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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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课题问卷调查整理。

3.社区人才队伍建设相对滞后

首先,农村社区服务人员数量不足,每位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大。从城阳区几个街道办事处的农村社区的调查数据来看,平均每个社区所配备的工作人员差距比较大,如城阳街道办事处每个社区有20个社区工作人员,但红岛街道办事处每个社区却只有3个社区工作人员。除此之外,从总体上看社区人才相对硬件设施建设来说不足。其次,农村社区服务人员结构不尽合理。其中村“两委”兼职的人员比较多,专业人员较少。这种人才结构一方面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换及社区职能的承接,另一方面使得服务质量难以保证。最后,农村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相对较低,且不同社区间差别很大,在1倍以上。这样的工资结构很难留住有才能的人,容易造成人才的流失,从而使社区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的情况不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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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农村社区社会保障服务建设

一、社会保障与农村社会保障概述

(一)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障体系

1.社会保障的含义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的本质是维护社会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社会保障作为一种国民收入再分配形式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实现的。我们将由法律规定的、按照某种确定规则经常实施的社会保障政策和措施体系称为社会保障制度。

全球的社会保障模式大致可分为国家福利、国家保险、社会共济和积累储蓄四种。目前我国在建的社会保障制度属于社会共济模式,即由国家、单位(企业)、个人三方共同为社会保障计划融资,而且这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改革趋势。


 2.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功能

社会保障体系是指社会保障各个有机构成部分系统相互联系、相辅相成构成的总体。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支柱,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我国现行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等几个层面。社会救助由贫困救助、灾害救助等组成;社会保险由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等组成;社会福利由儿童福利、残疾人福利和老年人福利等组成;社会优抚包括军人优待和军属优待等内容(褚福灵,2010)
[1]

 。

社会保障体系是市场经济的“安全网”、经济发展的“减震器”、收入分配的“调节器”、社会和谐稳定的“平衡器”。社会保障体系在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农村社会保障的一般内容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也以户籍制度为标准形成了二元甚至多元的社会保障格局,造成了对农村社会保障的忽略和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损害,不利于社会保障的公平与效率。
[2]

 农村社会保障的水平依然较低,这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社会保障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社会经济发展一方面提高了居民社会保障的需求,使建立社会保障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使社会保障建立成为可能。中国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有些农村地区已经有条件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3]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共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着力推进农村居民社会保障工作,为此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目前初步形成了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居民医疗救助制度、五保供养制度、自然灾害生活救助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农村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从2009年起新型农村养老保险也开始试点。这样就初步保障了农村群众的基本生活。

二、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与现状

最低生活保障(低保)制度是国家和法律赋予每个公民在收入不能维持其正常的基本生活需求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一定的标准向其提供满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资援助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从1992年的山西省左云县开始实施的。但农村低保和城市低保的标准差异很大,属于典型的二元结构。2007 年7月11日发布《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各地政府积极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和标准都在不断提高。

根据民政部公布的数据,2008年全国农村有最低生活保障对象2 311.5万人,2013年增加到峰值5 388万人。之后呈下降趋势,截至2018年底,全国农村低保对象为1 901.7万户3 519.1万人。全国农村低保的平均保障标准为4 833.4元/人· 年,比上年增长12.4%。2008—2018年间,各年支出的农村低保资金呈上升态势,2008年为393.4亿元,2013年为866.9亿元,2018年达到1 056.9亿元,10年间年均增长了10.39%,高于同期全国经济增速。2001—2010年间的各年度保障人数及其增长率见图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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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2001—2018年农村最低生活状况及发展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民政部2001—2018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报告》。

从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建设农村社区的实际工作来看,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的服务、标准及覆盖人数并没有因为社区建设而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以青岛市城阳区为例,所建230个农村社区中全部社区都建成了劳动保障服务站,有219个社区建成了卫生服务站,并基本上都承接了镇政府劳动保障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的职能。但最低生活保障仍是按原来的方式操作,农村社区并没有承接镇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服务的职能,标准没有因农村社区建设而提高,覆盖人数也没有因农村社区建设而扩大。

(二)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

虽然近年我国的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但仍存在很多突出问题,具体有以下几点。

1.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确定存在困难

农民收入基本上由务农所得农产品和外出务工的工资组成,这两部分都有一定的隐蔽性,很难准确统计。比如农产品的价格
 时常波动,而外出务工所得又是不透明的。所以虽然有些地区确定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时也提出了一定的收入标准,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农村的低保对象往往是由病、残、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原因造成生活常年困难的人员组成。
[4]



2.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较低、覆盖范围小,各地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差距很大

同城市社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相比,我国的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普遍较低,覆盖范围较窄。比如宁波市提出农村低保标准要在城镇标准的60%以上。
[5]

 现在各地农村社区建设中都提出了“应保尽保”的目标,但这里的“应保”人员只是确定为贫困救助对象的人员,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覆盖范围较窄是不争的事实。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的财政收入有限,特别是在贫困县,政府无力支付低保的支出。由于我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悬殊,各地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差距也就很大。一般而言,东部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高,农村社区的低保标准就高,而中西部农村社区的低保标准就相对较低。例如北京市各城区已经实现了城乡低保标准并轨,2019年北京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至家庭月人均1 100元。
[6]

 但全国农村社区试验县山东省恒台县2019年农村社区的低保标准为家庭月人均526元
[7]

 ,云南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年人均3 500元,月人均不足300元
[8]

 。虽然这里面有物价的因素,但从购买力的角度看,差距也是存在的。


 3.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来源单一,保障资金操作不规范

资金的缺乏一直是制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的主要因素。2007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指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以地方为主,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列入财政预算,省级人民政府要加大投入。中央财政对财政困难地区给予适当补助。中央政府只对认定的特困县给予一定的财政拨款,其他县市则主要依靠当地的县市,按一定的比例来分担,有些地区的省级财政可能会给予一定的支持。由于法律和制度的缺失,这些有限的宝贵资金往往被分配给了不符合低保条件的人员,出现了“人情保”“关系保”等现象。

4.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管理不够规范,缺乏动态管理,缺少完善的退出机制

要保证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效运作,就必须有健全的组织、专业化的人才队伍和相应的设施。但在农村社区建设中这部分内容往往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各地农村社区建设都强调基础设施,注重硬件部分,多数社区都设有村民活动中心、各种健身设备,等等。对于人才队伍的建设涉及较少,农村社区社会生活保障人才严重缺乏,对于一些以“一村一社区”模式建设的农村社区及规模相对较小的农村社区,负责社会生活保障的基层管理力量仍然设在乡镇政府,并且基层管理力量没有整合,没有形成合力。乡镇一级的低保办公室人员一般只有1～3人,并且负责多方面的工作,这样就使得农村社区低保工作不能细化,入户调查不规范,在申请、审核、评议、公示、审批、发放、监督等环节也往往因为缺少专业人员而出现失误(廖建华,2010)。
[9]

 也正是因为低保基层人才的缺乏和基层组织的不完善,致使无法实现动态管理,在确定低保对象时
 会有滞后,并且确定后常常不能及时更新低保对象的信息,这样一些因为特殊原因造成的贫困人员就得不到及时的救助,而生活有了明显改善的已不符合救助标准的人员却继续分享着宝贵的低保资金。

5.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缺乏法律保证

农村社区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保证,没有像《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这样的权威性行政法规。虽然各地都出台了相关的条例、暂行办法,但具体内容不尽相同,约束力有限。

此外,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还存在着标准制定随意、信息不畅等问题,基层群众对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流程等不熟悉。

(三)完善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对策

现在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总结起来主要是制度不完善、基层专业人员缺乏、资金不足、法律保障不足四个方面的内容。为了完善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社区可以做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积极配合农村社区低保制度建设

现在的农村社区低保制度很不健全,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漏洞,只有健全的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现存的各种问题。为加强制度建设,要做以下工作。

首先,确定符合实际的家庭收入计算和核查的合理办法。可以通过入户调查、走访群众等方法,科学计算家庭收入,科学地确定低保对象及其档次。其次,提高低保运作过程的透明度,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进行规范操作,按照申请—评议—公示—审核—审批—公示—发证的程序进行。在确定低保人选时进行“三榜公示”,设立公开举报电话,杜绝“关系保”“人情保”等“暗箱”操作现象。在确定人选时,要将结果进行公示,以保证结果的公平。通过实行评议、听证会、审批结果公示、群众举报热线等方式,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最后,建立监
 督检查机制。采取随机抽查、入户调查等方式,重点围绕低保对象核查、认定操作程序是否规范,定期进行检查(管祉妍,2011)。
[10]



2.加强农村社区低保基层组织、基层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

在农村社区低保制度的实施过程中,专业人员的作用至关重要,特别是基层专业人才。因为这些人员是前线的“作战部队”。从低保对象的的确定,到低保的申请审查,再到事后的追踪都少不了基层专业人员的参与。在基层人才队伍的建设中要特别注重本社区人员的培训,因为这些人才能真正地植根于社区,服务于社区,并对自己社区的情况非常了解,同时这也是培养新型农民的要求。

3.要拓宽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来源,从而提高农村社区低保水平,扩大覆盖范围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根据中央、省、市、乡各级政府财力,合理确定低保的分担比例。地方财政要努力创收,增加低保资金的投入,此外,要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上级财政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地方财政给予相关支持,要加大对低保需要的资金进行转移支付,建立以地方财政资金为主渠道、分级负担、社会民间资金为辅的资金筹措和保障的长效机制。

另外,农村社区要有创新,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渠道,例如组织捐赠、福利彩票、义演等慈善活动,依靠民间力量建立互助基金、扶贫基金等其他与农村低保相配套的改革措施。现在也有农村社区提出了“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概念
[11]

 ,可以考虑将一部分利润作为本社区低保资金的来源。

4.协助有关部门加快完善农村低保的相关法律法规

法制是现代国家行政管理的根本依据,建立健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必须修订、完善有关立法。一是要抓紧制定中国社会保障的基本法,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村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提供法律依据。二是总结近几年全面实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有益经验和有效做法,吸收世界各国有关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立法的成果,制定有关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行政法规和规章,形成农村低保制度的法制体系(王梅,2011)。
[12]

 农村社区在这两方面都可以提供宝贵的经验。

三、农村社区养老保险服务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社区养老保险服务的现状

从1980年代开始,我国探索性地建立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在1992年颁布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后,又于1995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意见的通知》。在这些政策的指导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自2003年起,各地开始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在探索新的农村养老保险模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到2017年底,全国已有31个省市区的近2 000个县(市、区、旗)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工作,有500多万农民参保,积累保险基金300多亿元,有300多万参保农民领取了养老金。
[13]



2009年国务院召开全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会议,确定了10%的县为试点县,并确定了2020年前基本实现对适龄农村居民老有所养全覆盖。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开始在全国得到迅速的推广。与原来不同,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是由个人账户养老金和基础养老金两部分组成,政府的财政补贴补在领取期支付给参保人员,这样可以激发农民参保的积极性。


 现在进行的农村社区建设中,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得到了不断推行。以重庆市垫江县为例,它既是全国农村社区建设试验县,也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首批试点。调查发现,其下辖的三溪镇三汇社区早在2010年就有95%以上的家庭都已参保,有老年人的家庭几乎100%参保。
[14]

 像这样的同是两种试点的县区有很多,并且农村社区养老保险服务的水平在提高,覆盖范围也在扩大。但总体来看,我国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水平还很低,覆盖面也比较窄,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有些地方还是执行老农保的政策,这同农民的需求和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情况已逐渐脱离。

(二)农村社区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现行的农村社区养老保险有很多问题,具体主要有以下几点。

1.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不足,造成了农村社区养老保险水平较低,对农民生活的改善有限

《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国发〔2009〕32号)规定,新型农村社会保障(简称“新农保”)实行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相结合的养老待遇,国家财政全额支付最低标准基础养老金;同时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地方财政对农民缴费实行补贴。缴费标准目前设为每年100元、200元、300元、400元、500元5个档次,已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的,不用缴费,可以按月领取基础养老金55元。但在现实中,老年人往往选择只领取55元的基础养老金,而年轻人则选择不投保,或者是选择最低等级的100元。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大笔资金往往都投在基础设施上
[15]

 ,集体对养老保险资金的贡献较低。


 以上这些事实导致了农村社区的养老保险的资金投入不足、水平很低、对农民生活的改善有限。这里我们以湖北省钟祥市文集镇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钟祥市是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县,在农村社区建设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但该市的问题依然突出,图5-7是钟祥市文集镇受访村民对“家中老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能否满足其日常开销”问题的回答统计(张婷)。
[16]

 从结果可以看出,绝大多数人认为生活并没有质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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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钟祥市文集镇受访村民对“家中老人每月领取的养老金能否满足其日常开销”问题的回答统计结果

资料来源:张婷.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及对策分析——以钟祥市文集镇为例.道客巴巴,2010-11-21.

2.各地间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水平差距很大

在建的农村社区中有一部分已开始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仍有一部分执行的是旧的养老保险制度,这就使得农村社区的一部分人没有养老保险。单就执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村
 社区而言,社区间水平也相差很远。由于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实行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相结合的筹资办法,而基础养老金部分是全国统一的55元标准,这就使得各社区的养老保险水平与本社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在经济发展好的地区,集体的补助就多,个人缴纳的数值就高,从而其最终领取的养老保险金就相应的比较高,经济落后地区的情况则相反。这种情况反映了个人收入、地区发展、集体组织实力等方面的差距,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原则。
[17]



3.农民对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缺乏足够的认识

首先,这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不够。仍以湖北省钟祥市文集镇为例,调查中发现村民对养老保险了解得很少,见图5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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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钟祥市文集镇村民对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

资料来源:张婷.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现状及对策分析——以钟祥市文集镇为例.道客巴巴,2010-11-21.http://www.doc88.com/p77740455383.html.

其次是由于农民对政策和政府不够信任,这主要体现在中青年
 人身上,他们对参保持一定的怀疑和患得患失的心态。他们认为自己还年轻,不需要参保;投保时间太长;养老金太少,无法解决养老问题;年轻人感觉新农保好似年轻人出钱给老年人投保,即他们感觉老年人所得的基础养老金是自家人出的;担心未来能否领到钱以及能领到多少钱;担忧将来政策会变。

4.农村社区养老保险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各种问题

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工作量很大,而工作人员较少,使很多工作无法及时、细致地展开。农村社区往往没有专门从事新农保工作的人员,只是指定社区干部负责,但养老保险的工作量很大,办理程序很烦琐,统计信息、整理资料难度很高。这些原因使得农村社区低保工作过粗,影响了新农保的实施。

在工作中,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高的投保率,将同一家庭中的老年人和年轻人“捆绑”在一起,只有年轻人投保了,家里的老人才能领取养老金。这种做法就严重损害了老年人的利益。

除此之外,农村社区养老保险也缺乏有力的法律保证。我国进行了长时间的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探索,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区养老保障一直是依靠各级政府的政策、文件进行引导,强调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的原则,但政策并不具备法律效力。这种制度的不稳定性和所具有的风险性必将影响到农民购买养老保障的信心。

(三)加强农村社区养老保险服务的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加强农村社区养老保险服务,农村社区可以做好以下工作。

1.加强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宣传力度,特别是针对新农保

使农民了解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相信政府和政策。只有农民信任政府和政策,才能自愿地参保、投保,这样农民的参保率自然就会提高,地方政府再也不用费尽心思地进行“捆绑”来提高参保率了。


 2.配合确立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

这样做意义重大:首先,制定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地方性法规,这是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基石;其次,要求政府依法行政,司法机关严格执法,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个人依法办事;最后,要调动社会力量对农村社区养老保险体系参与监督,参与政策制定,监督政策执行。
[18]



3.灵活管理农村社区的养老保险基金,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社区养老保险

农村社区应高度重视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问题,否则将面临较大的长期养老金支付压力,特别是在现在通货膨胀高企的情况下,传统的购买国债和银行存款的方式越来越难以实现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应抓紧研究基金管理和投资政策,探索基金市场化的投资管理模式,应制定相应的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还需要研究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基金市场化投资管理政策,以确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能够可持续发展。
[19]

 另外,在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明显的今天,社会资本在养老,特别是农村社区养老中应该能发挥其重大作用(卢宝蕊,2008)。
[20]

 此外,还需要加强农村社区养老保险的基层组织和队伍建设。

四、农村社区医疗保险服务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社区医疗保险服务现状

目前我国农村的医疗保险有合作医疗、医疗保险、统筹解决住院费及预防保健合同等多种形式,其中合作医疗是最普遍的形式。
 合作医疗在我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同志在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做出了重要的“六二六指示”,接着就在集体经济的基础上建立了农村社区医疗制度,在全国农村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三级医疗保健网络,“赤脚医生”成为当时农村的主要医疗人员(周航,2010)。
[21]

 这种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支持、农民群众与农村经济组织共同筹资、在医疗上实行互助互济的一种有医疗保险性质的农村健康保障制度。它在1970年代末期“几乎覆盖了85%的农村人口,这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举世无双的成就”。

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逐渐解体,依托集体经济建立起来的合作医疗制度出现了巨大的衰退,三级医疗保健网络也随之土崩瓦解。1989年的统计表明,继续坚持合作医疗的行政村仅占全国行政村的4.8%。虽然中央政府随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也没能阻挡这种颓势。而且依靠乡镇企业发展起来的、曾经被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唯一范例”的苏南农村合作医疗模式,在经历了辉煌之后也急剧衰落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从2003年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开始,参合率、人均筹资逐年提高,截至2017年已实现全覆盖,参合率达100%,详见表5-4。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资助、个人缴费和集体扶持相结合的一种筹资机制,并以县为单位,由政府主导来组织推动,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解决因患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的一项农民初级医疗保障制度。现在建设中的农村社区基本上也都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的覆盖。




表5-4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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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度《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整理。

随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推进,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也逐渐形成,服务水平在不断提高。根据各年度《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数据,从2004年起,县级医院、社区卫生机构的数量、病床数、工作人员都在逐年增长,特别是社区卫生机构增长速度特别快;乡镇卫生机构的数量虽然有所减少,但其病床数和工作人员却在增加,这些说明了我国农村的三级医疗保健网络正在重构,农村
 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正在形成和发展,其覆盖面在不断扩展,服务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市——江苏省昆山市在农村社区卫生服务建设中注重加强政府的作用,优化资源,以此来构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昆山市卫生局在构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中,坚持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的原则;坚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必须服从全市区域卫生规划;坚持政府主办,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原则,突出政府举办社区卫生服务的职能。
[22]

 全国不少地区在发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事业中,打破医疗机构隶属关系,坚持实行区域卫生规划,乡镇卫生院通过转型转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站,对现有卫生资源不足的,坚持在政府加大投入的基础上,吸引多方投资,兴建或改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政府投入重点用于发展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俞志新等,2011)。
[23]

 通过这些办法来构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二)农村社区医疗保险服务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农村社区医疗保险服务总体向好,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农村社区医疗保险中合作医疗占有绝对优势,所以我们可以从新农合和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两方面来说明农村社区医疗保险服务存在的问题。

1.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从2003年试点到现在参合率不断提高,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目标。但从农村社区的角度看,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存在着很多问题。


 (1)由于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定位是“大病”,这就使得农民的参合意愿较低。

由于在新农合制度推行中,目前的原则是“保大病”。现实生活中,小病的发生概率远远大于大病,也只有预期患大病概率较高的群体才会积极加入新农合制度,即老人和小孩。调查发现,农村老、弱、病、残者收入较低,支付能力较低,参合的积极性较高,年轻人、健康者参合的积极性不高。所以在合作医疗自愿参加机制下,意识自己是低风险的农民往往选择不参加合作医疗,有的甚至是第一年参加,第二年又退出(张映芹等,2009)。
[24]



以甘肃省靖远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为例,农民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中处于被动地位,“参合率”高而“参合度”低。截至2018年底,参合率达100%,但实际上农民的“参合度”并不高,即内心的认可程度低、信任和信心不足、热情不高。在入户访问和小组座谈中感到,不少农民对合作医疗持怀疑和观望态度,甚至有不少农民参加合作医疗并非自愿(张振南,2008)。
[25]



(2)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的资金来源单一;存在筹资困难、筹资成本高的问题。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采取的是由政府资助、个人缴费和集体扶持相结合的一种筹资机制。实施过程中各级财政分担了其中的大部分,个人缴费一小部分,很少有利用社会资本的例子。

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还存在着筹资困难、筹资成本高的问题。历史上存在的诸多以“合作”为名目的乱收费等,造成部分农民对乡镇干部上门做工作持逆反心理,导致筹资困难程度增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筹资方式采取一年一筹的现收现付制,各试点地区大多采取以户为单位上门宣传发动、签订协议,或用农业税卡代缴的方式,这样做的工作量大、成本高。据估计,从农民手中每收取
 10元合作医疗基金,其成本大概是1.5元～2.5元。这样的高成本对于本身就已捉襟见肘的合作医疗基金而言是无法长期承受的(段丽娟等,2012)。
[26]



(3)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报销比例较低、报销程序烦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是针对大病的,但越是高等级的医院对其报销比例越低,这就迫使一些人为了节省医药费把应该去县医院看的病转而去镇医院看了,导致病情延误。农村社区中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对医疗系统不了解,程序烦琐最易给农民患者留下坏的印象。

(4)定点医疗机构行为不规范,监管乏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定点医疗机构主要是县级医院、乡镇卫生院和相关预防保健机构。由于长期存在人员素质不高、医疗设备不足及管理混乱等问题,使我国农村医疗机构服务水平不高、服务能力不足。大多数医疗卫生机构一方面缺乏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又被迫将高药价成本转嫁给患者,直接刺激药价的抬升。药品收入成为广大医疗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乡镇卫生院药品收入占医院收入的86%,县级医院达到60%～70%,这会影响合作医疗制度的持续发展(桂冠等,2007)。
[27]



2.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发展很快,特别是随着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的开展,新建的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覆盖面不断扩展,服务水平逐步提高。但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网络也存在很多问题。

首先,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设施简陋,社区基层医疗人员特别匮乏。有些社区虽然也修建、修缮了社区服务站,但由于缺少基层医务人员,很多社区服务站都没有正常运作。以北京市通州区为例,2008年新建的11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因缺少医务人员只有44个
 在运行,其中多数还只配备了1名医务人员。
[28]



其次,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机构间的衔接不紧密,缺乏合作机制。长期以来,政府不断致力于通过探索和建立相应的机制,在农村建立县、乡(镇)、村三级卫生服务层级管理网络和转诊机制。然而,由于卫生服务体系是一个由具有专业自治权的机构群体组成的体系,一旦出现缺乏有效沟通与协作机制的情况,这种专业自治权极易导致卫生服务提供的过程中出现利用不足、过度利用、错误利用等情况。

最后,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中的资源配置不合理。从新农合资金的使用途径和使用效率进行分析,发现资金的使用主要集中在县级医院(占44.3%)和乡镇卫生院(占46.8%);资金使用效率最高的为乡镇卫生院(87%),其次为村卫生室(79%)。这说明新农合资金使用的公平性和合理性还有待提高,新农合制度对促进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提供科学、合理的连续性卫生服务的导向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仍有待挖掘(王淼淼等,2011)。
[29]



(三)完善农村社区医疗保险服务的建议

针对上述农村社区中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存在的问题,农村社区应该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首先,加强自身的人才队伍建设。农村社区条件较差,人才流失很严重,从社区外引进人才更是难上加难,像上面提到的北京市通州区的例子在各地很常见。农村社区只有从自己内部培养医疗人才,才能真正地使这些人才植根社区、服务社区。比如可以在本社区选取有一定文化的中青年人到市县卫校学习,签订协议,结业后
 回社区工作。

其次,农村社区工作人员要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村民面对面交流,把国家的农村医疗政策详细地讲解给本社区成员,让他们在这种交流中增加对政策的信任。

最后,农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应积极地、如实地把自己社区的情况反映给上级部门。我们的农村社区正在试验建设阶段,农村社区医疗保险服务也在逐步地完善之中,此时社区的真实状况是政策制定者完善政策所必需的。而真正掌握社区实际情况的只有社区工作人员,他们身处基层,能够掌握第一手资料并可以提出很多有建设性的意见。

五、调研案例

通过对青岛市城阳区、河南省罗山县、河南省固始县和河南省济源市的问卷调查,我们掌握了一些实际数据。从这些数据看,在建的农村社区对社会保障问题的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但也存在很多问题,需要各方努力才能解决。

(一)四区县农村社区社会保障服务现状

四区县中青岛市城阳区、河南省罗山县和河南省固始县采取的是“一村一社区”的建设模式,河南省济源市有6个社区采取的是“一村一社区”的建设模式,有12个社区采取的是“多村一社区”的建设模式,此外还有1个企业社区。四区县在建社区基本上都有社会保障的服务机构,以青岛市城阳区为例,其230个农村社区中有219个建成了社区卫生服务站、209个建成了社区一站式服务大厅、230个建成了劳动保障服务大厅,这就基本上完成了社区成员享受社会保障服务的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社区正在逐步承接原来乡镇政府的农村社会保障服务的职能。由于四区县中各农村社区基本上都建成了卫生室,农村社区就
 部分承担了乡镇原来承担的卫生医疗服务的职能。在农村社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和新农合制度的实施中,农村社区也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河南省罗山县龙山乡就把新农合、新农保和农村低保的日常管理工作放在了农村社区,使管理工作更及时、更有针对性。

(二)四区县农村社区社会保障服务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四区县农村社区社会保障服务也存在不少问题:第一,农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少、专业的工作人员缺口更大。以卫生服务站工作人员为例,平均每个社区的卫生医疗服务人员为城阳区2.3人、罗山县1人、固始县3人、济源市1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农村社区的条件差,人才引进难。另外,本社区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这就更加剧了人才的短缺。第二,人们对农村社区社会保障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当被问及财政资金应重点支持农村社区的哪些设施建设时,多数地方把农村社区保障服务同旧村改造、农村社区的交通设施等硬件建设当成了短期任务重点,这不利于农村社区社会保障服务的完善和长期发展。造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恰是农村社区的社会保障严重滞后,人们从心理上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三)结论

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社会保障服务的重要性已逐渐被人们意识到,各地区已经做了大量努力,使农村社区社会保障服务不断完善,但还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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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与快速发展的农村经济和日益提高的农
 民物质生活水平相比,农村文化建设和发展表现得相对落后,虽然农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有相当多的农村出现了文化设施缺乏、文化组织解体、文化骨干流失、文化活动匮乏、公共空间稀少等问题,一些农民中出现了信仰危机、公德缺失、价值观念差异、是非观念模糊、合作意识淡薄等不容忽视的问题,总体来讲,农村社区文化现状令人堪忧。

梁漱溟先生曾经说过,创造新文化便是乡村建设的真意所在,要通过重塑乡村文化达到“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恤”,即达到“助人自助”。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和发展的灵魂,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提高村民的文化、道德水平,从而实现加强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目标的过程。其总体目标是完善社区文化设施,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文化、教育、科普、体育、娱乐活动,繁荣发展农村公共文化,提高农村居民的精神生活质量。

一、农村社区文化的含义、构成与特征

(一)农村社区文化的含义

农村社区文化是一定地域内的农村社区居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及其物质形态,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社区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公众制度、文化环境等,其中价值观是社区文化的核心。农村社区不仅可以从区域上(按严格的行政区域划分)去理解,还需要从生活本身去理解。所以,农村社区文化也可以说是生活在一个生活共同体中的一群农民日常生活所共同享有的处境化经验及其价值规范,是农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理财,2011)。
[1]






(二)农村社区文化的构成

关于农村社区文化的构成,学者们有不同的观点。张桂芳(2011)认为
[2]

 ,从形态的视角出发,农村社区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构成社区文化统一体。郑杭生
[3]

 认为,社区文化包括物质生活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两方面。前者主要是指人们衣食住行以及工作和娱乐的方式;后者主要包括人们的价值结构(追求、期望、时空观、价值观等)、信仰结构和规范结构(风俗、道德、法律等)诸方面。

事实上,一般的社区文化包括外显和内隐两个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层面,农村社区文化也不例外(王霄,2008)。
[4]



1.内隐层面

内隐是指隐藏在外显特征后面的农民的价值观、行为准则,包括文化精神和文化规范两个层面。

文化精神是农村社区文化的核心层面,在整个社区文化体系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包括思想观念、价值体系以及伦理道德等内容。文化精神是整个社区居民行动的根本指导和动力,是社区文化的本性、内在性、理性化的根基,其他文化层面都是文化精神的体现和具体化。因此,本质上来说,建设农村社区文化就是重塑农民的文化精神的过程。

农村社区的文化规范是文化精神的具体表达,是文化精神的直接传承者,是农村社区文化的行为准则层面,主要包括:伦理道德规范,人际关系规范,行为方式规范,礼貌礼仪规范等,既可以是约定俗成的风尚,也可以是明文规约。农村社区的文化规范体现了农民的意志和需要,每个农民都必须恪守,既体现了农民的道德自
 觉,又体现了强制的法规效力。

2.外显层面

外显就是可以直接感受到的或者观察到的文化现象。农村社区文化从其外显层面上说,包括如下内容:一是农村社区人文结构(社区农民文化素质构成、社区农民文化意识的历史积淀及其现实价值取向、构成社区文化特色的源文化形态)。二是农村社区公益文化(由政府、社会团体或者农村自治组织等为农民兴办的文化设施和活动,以及群众性的文体、科普、学习活动)。三是社区演艺界。四是农村社区娱乐市场(社区内的棋牌室、舞台、放映室、歌厅等及其经营的活动)及商业文化活动。五是农村社区节庆活动。六是社区传播媒介(农村社区主办的广播、网站、宣传栏、社区小报等)。七是社区农民文化休闲方式、家庭文化形态及其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程度。八是农村社区流动人口组成要素,其特定的文化活动与内容及其对社区的影响力。九是农村社区人文景观(历史遗迹、典型建筑、历史事迹或者名人博物馆、街头雕塑壁画等)。概括地说,它包括文化行为和文化载体,文化行为就是农民依据一定的文化要求展开的行为活动,包括个体文化行为、集体文化行为、群体文化行为、社区文化活动、社区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对人的态度、风俗习惯、道德风尚等。文化行为是农村文化的外显层面,是农村社区文化最具体的、动态的表现形式,凝聚了浓重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一致的文化形式。社区有组织地推动各项文化行为活动之后,往往能对社区文化产生直接的影响,形成特定的文化氛围,长期坚持下去,将会使得文化精神和文化规范持久地凝固在农民的行为中,形成农村社区文化习惯。

文化载体是指承载文化内涵的一切有形要素。广义上是指包括社区文化行为在内的一切与农民活动有关的行为因素、物质因素和设置因素。狭义上则是指物质因素和设置因素。文化载体的物质因素是指有形的实物体系,如建筑、实物造型、装饰、花草树木、文化设施、广场道路以及村民使用的工具、服装等。这些物质因素并
 不能被称为社区文化,但却凝聚着、隐射着一定的文化精神,理所当然应该成为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构件。文化载体的设置因素是指农村社区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如文艺队、剧团、学校、经济合作组织、妇女组织、老人协会乃至村委会等。它们通过各自的行为活动承载农村社区文化精神,实践社区文化规范。

(三)农村社区文化的特征

1.地域性与全国性并存

农村社区文化首先是一种地域性文化,具有本地性、地方性和区域性等多种内涵。也就是说,农村社区文化是农村社区本地人所共享的文化,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社区的地域条件、居民类别、组织团体、生活风貌、传统精神及风俗习惯等直接决定了农村社区文化的模式(吴理财,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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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地域性并不排斥全国性。特别是在北方方言地区,农村的一些文艺形式本身有较强的适应性,有些开始走向全国(如东北的二人转),非语言类的文艺样式如腰鼓、秧歌更有可能走向全国,而诗词、书画、庙会、对联等文化形式本身就具有普遍性(王霄,2008)。
[6]



2.农村社区文化具有特定的社会适应性

每个具体的农村社区文化都必须适应本农村社区的社会生活需要,与该社区特定的物质条件和生产方式相统一。对于“局外人”来说,社区文化是一个重要的社区象征,了解一个社区的文化,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把握了一个社区;对于“局内人”而言,熟悉和掌握本社区的文化就成为一种适应社区的“生存和生活技艺”,这种“技艺”能够使社区居民在社区里的一切生活和活动显得“自然而然”。农村社区文化的社会适应性还表现为一般性与标志性共存。很多地方的文化既有简单通俗的一般性内容,又有标志性的文化风
 景。例如地方独有的民俗形式:福建闽南的土楼传统民居,内蒙古的双音,青海、甘肃的“花儿”,河北抚宁的吹歌等,这些文化形式成了一种群体凝聚力量,也是当地的一个文化名片,是独特的文化遗产。

3.大众化与精英化互补

农村社区文化跟农民的日常生活相关联,是群众广泛参与的文化,是农民喜闻乐见、自娱自乐的文化,它不是脱离日常生活的独立实体。同时,农村文化的大众性并不排斥精英人物以及专业和半专业的文艺演出,例如从农村走出来的赵本山等优秀的艺术家,千千万万个像赵本山这样的农民艺术家仍然活跃在广大的农村舞台上。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活动开展得好的地方,往往有一个或者一些带头人或者骨干,他们具有某种文艺特长,又具有一定的奉献精神和活动能力,由此形成了农村社区文化大众化与精英化互补的特点。

4.农村社区文化是生活经验的表征

文化是作为经验存在的,它只在实践时发生。经验是一种实践性知识,因此农村社区文化是农村社区日常生活实践理性的表现,它跟一个社区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实际相联系。这种实践性知识是长期累积的结果,在当地反复进行实践,并被实践所检验、印证和改造。如果该社区某个成员实际地脱离了这个生产和生活实践领域,这一农村社区文化对他也就失去了作用。譬如,一个农民进城务工以后,如果他的工作脱离了农业生产,其生活的重心也转向城市,那么,不但原有的农村社区文化和社会资本无益于他现今的工作和生活,而且对他也产生不了规制或约束作用,其行为必然脱离原来社区的道德生活,产生“脱域”效应。也就是说,农村社区文化的形成是农民生活经验的抽象提炼,与城市社区文化不同,两者甚至有相左的内容。

5.封闭性与开放性并存

农村社区文化是一套经验体系,其文化的产生与消费都具有相
 当强的内部性,自成一体,形成各自独特完整的体系,因而农村社区文化总是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但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生活剧烈而深刻的变革与发展,再加上大众传媒的迅速发展,农民不但在劳动上具有了开放性,开始学习和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在生活上也具有了开放性。一方面,农民关心国家乃至世界大事,通过多种媒介与世界发生联系;另一方面,农民开始有了主人翁的自主意识,开始发挥自己的智慧,主动创造自己的文化,并且用自己的形式来发展农村。这种开放性一方面进一步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使得传统意义上的地域和组织的概念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6.农村社区文化呈现差序格局

生活经验由实践的内容决定,不同的人群和社会实际催生的社会实践是不同的,因而生活经验体系是有层次的,农村社区文化也因此而具有一定的差序格局。一个具体的社区生活经验只能符合该社区的生活需要,与该社区处于同样物质条件和生产方式的相邻社区一起表现同一区域的文化形态。不同区域自然有不一样的文化格局。譬如,皖南农村地区文化与皖北农村地区文化不同,华南地区农村文化与华北地区农村文化相异,农业文化与游牧业文化有别。从一个具体的农村社区由内向外看,农村社区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差序格局。

7.娱乐性与凝聚性相依

娱乐性是文化样式的基本功能,在农村,由于其生产生活方式,文化活动的娱乐性更为突出。农村以农业生产为主,劳作占用了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和空间,文化活动于他们来讲,是与生产无关的休闲产品,自然娱乐性要强一些。与此同时,凝聚力和感召力也是农村社区文化的一大特性。社区文化是由社区居民共同创造的,也必然由居民共享,这样,社区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特别是风尚、礼仪、民间艺术等才能更好地流传,而社区文化的共享性越强,社区成员对该文化的认同感就越强,其感召力和凝聚力就越强,社区成
 员对该农村社区的归属感也就越强。例如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打造“一村一品”文化品牌,近年来,该区每年开展农村群众性文化活动300多次,各个村都有自己的艺术队或者排球队等,形成了“根雕村”“盆景村”“古村”“生态文化村”等各具特色的行政村。每个村的村民都对自己的集体和文化归属有强烈的认同感,也愿意为它付出(佳杏等,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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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农民自主性与国家扶持相结合

农民是社区文化建设的主体,对农村文化建设起着最终的决定作用。农民自主的文化选择一旦生成,就会对每一个居民产生直接的、具体的作用。在农村公共文化生活空间的构建过程中,应特别注意保护和发扬农民群众文化活动的自主性,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究其根本而言,是千百万农民大众的事业。但是,这种自主性并不排斥国家必要的扶持与指导,国家的态度与行动是农村文化建设必不可少的强大推动力。国家通过文化建设来沟通与农民的思想联系,贯彻治国思想和措施。200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就农村文化建设的意义、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建设内容、保障机制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应当充分重视农民群众的社会自主性,充分重视农村文化的多样性和个人创造性,注意建立国家和农村社会之间的适度平衡和良性互动关系,培育和提高农村社区的自组织能力,为群众的自主创新留下空间。例如山东省淄博市恒台县专建社区文化广场,为老百姓提供了一个文化活动的空间。在广场上,不仅大型的京剧表演等吸引众人,更有社区居民自主创作的民间戏曲节目和县文化部门创作的剧本,如《都说俺是恒台人》《腾飞吧,恒台》等。这些自主创作的节目贴近群众生活,利于群众理解,因而更加能够引起群众共鸣(孔维梅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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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重大意义

(一)对城镇化建设意义重大

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后,一个以小城镇建设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开始深入开展,这对于突破乡土经济的局限,加速农村经济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农民生活城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城镇化已成为必然的发展方向。同时,随着撤并镇村工作的逐步推进,人流、物流、信息流向中心村和城镇集聚,为村级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了活力,集聚地建起了高楼住宅小区、文化公园、综合文化活动楼、图书室等,这不仅活跃和引导了人们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是地方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中共十五大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把文化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中共十八大以后国家把文化建设作为推进新时代“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城镇化进程也是一个“文化进程”。今天的小城镇建设,不仅仅是人口的汇聚、新楼样式的创新、经济的繁荣,还必须与社会协调发展。因此,社区文化建设在小城镇建设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有利于发展农村现代化经济

发展经济是农村社区建设的目的之一,但其经济发展思路与以往农村经济发展的思路有明显区别,那就是经济与文化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对经济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区文化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日益显示出其重要作用。就目前乡镇企业来说,一些企业由于缺乏文化支撑,在市场经济的风浪中很难站稳脚跟,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尤其在规模化经营时遭遇到很多困难和问题。这就说明如果忽视社区文化建设,经济建设就会受到
 制约。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社区人群精神生活和追求的引导。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日益发展的今天,如何使人们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达到用科学的思想武装自己,用科学和健康的思想教育下一代,摒弃迷信和愚昧等落后思想,已经是非常迫切的事情了。尤其是对于经济和文化双重落伍的地区,如何使社区居民清醒地认识到导致贫穷落后的根源和改变这种落后的根本途径,已经是中华民族跃上经济发展新台阶的重要前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果作为社区居民的广大民众的文化素养提高了,他们对于现代科技文明的了解和掌握程度提高了,则农村经济建设的质和量就有了保障。

(三)文化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社区文化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事实证明,一个乡镇的品位高低,既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人的素质和乡镇的文明程度。农村社区建设把“农民”变“居民”,不只是一个称谓的改变,重要的是要真正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宗旨就是要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即用健康向上的文化熏陶人民群众的性情。这对于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陶冶情操、更新观念、提高素质、加快农村社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发挥文化的多种功能,塑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
 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强调“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以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十八大和十九大的精辟论述,不仅仅是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同样是农村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文化发展并驾齐驱、同步推进。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是农村社区文明的重要内容,而且在提高村民文化素质、提升社区品位、增强社区群众的归属感和向心力以及塑造良好人文环境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朱幸福,2011)。
[9]

 社区文化的多种功能体现在宣传教育功能、整合功能、审美功能、娱乐功能、生活实用功能等多个方面,文化本身所具有的这些功能使其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如果把农村社区比作大厦,那么,农村社区文化就是大厦的基础。我们必须站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心全意服务于广大农民群众的高度把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好。

(五)农村文化具有独特的动员作用

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是增强基层社会动员能力和社会管理能力的必然要求。在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文化工作一直是社会动员和社会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现实背景下,尤其需要注重农村基层文化建设,将其作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对农村基层的管理水平的重要举措来抓,运用共享文化特有的凝聚力与感召力,以文化建设带动、提高社会动员能力,以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实现低成本的农村社会管理目标。例如,青州市成立了市文化行业协会,下设19个分会,拥有会员单位98个,吸收会员5 000余人,经常性地组织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活动范围覆盖12个镇(街道)的大多数村和社区,
 在基层社会动员和社会管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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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共性问题

(一)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现状

中国的文化之根在农村,社会主义文化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农村物质文明生活迅速提高的今天,许多地区的农民虽然已经脱贫致富,但文化生活却显得十分匮乏,社会风气污浊,精神文明衰败,有学者称之为“乡村病”,这种“乡村病”虽然不是广域性的,但值得警惕。“乡村病”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农村教育滑坡,农民自我教育与学习困难重重

一方面,受传统的小农意识影响,“读书无用”在许多农民的心目中“根深蒂固”,农村失学率在许多地方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稚气未脱的孩子涌入“打工”的大潮之中,早早地为生计奔波忙碌。另一方面,农民自身由于本身知识水平和知识来源渠道的限制,缺乏有效的自我教育与学习,因此,尽管如今各种信息渠道十分通畅,但是,先进的文化知识进入农村社区的速度犹如“蜗牛”,很难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2.农村社区凝聚力薄弱,缺乏文化建设的氛围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集体化生产方式的解体,再加上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化竞争,导致农村丧失了凝聚力的核心与载体,许多地区甚至出现了集体物品被盗无人管理、村民大会无人参加、公共道路中断无人管理的“怪”现象,许多祖祖辈辈生活在村子里的村民也都越来越不认识眼前的村庄。在这种村民思想多元化、村庄凝聚力普遍薄弱的情况下,缺乏有效地将农民组织在一起的平台与
 基础,农村的文化建设也就变得无从谈起了。

3.农村文娱生活匮乏,文娱生活质量滑坡

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的农村,经常会有各种文化团体免费送书、戏、电影到农村,逢年过节的农村更是好戏连台、热闹非凡,而现在,许多村庄都好几年没看上一场电影、一场戏了,当健康、积极、向上的文娱生活进不了农村社区时,聚众赌博、淫秽色情等低俗的、无聊的东西便充斥了农村社区文化空间。

4.传统美德严重流失

尊老爱幼、勤俭节约等传统美德一直影响我国数千年,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然而近年来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冲击,享乐奢靡之风盛行,婚嫁丧葬的礼金越来越大,排场也越来越气派,甚至出现了送纸扎洋房、轿车“孝敬”已故先人的现象。与给死人送大礼相反,对于活着的老人却屡屡有虐待现象发生,数千年的传统美德之流失让我们痛心疾首。

(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共性问题

在全民共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不仅要求物质文化有大发展,精神文明也要有大发展。在农村社区建设中也一样,社区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相对于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而言,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有其特殊之处:地域广,覆盖面广;人口更多,文化水平相对低下;文化成分十分复杂,受传统封建文化影响深刻等,这些特点都给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提出了诸多挑战。

文化本身是十分复杂的,不同的群体创造出不同的文化。就其功能而言,有对社会发展和广大社会成员起正面效用的先进文化,也有对社会发展和广大社会成员起负面效用的落后文化。就其种类而言,有在政治活动中创造出来的政治文化;有在经济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经济文化;有在日常生活和交往中创造出来的风俗、语言、礼仪、休闲娱乐等民俗文化;有在精神活动中创造出来的宗教、迷信、艺术等精神文化,而且每类文化的内在因子在性质上有天壤之
 别。在农村政治文化中,除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外,还有不再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政治文化的残余,如家长制、终身制、宗法观念、等级观念等,甚至还存在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农村经济性文化中,小农经济模式、计划经济模式与市场经济模式并存;在农村日常生活文化中,有占主导地位的儒家伦理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也有社会主义新风尚和洋派生活行为;在农村精神生活中,既有传统文化,又有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文化,同时也存在宗教迷信活动。综上,农村文化的复杂性不仅表现在成分的多样性上,还表现在层次的差异上。一旦将落后、腐朽的文化整合到农村社区文化中,会严重妨碍先进文化的社会价值的发挥,制约农村两个文明的建设(赵丽娜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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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存在的共性问题表现如下。

1.农民思想认识存在误区,影响了社区文化建设

我国多数农民的生活空间是一个具有自然性质的熟人社会,乡土村民以自然宗法家族社会为基础,他们拥有的空间观念具有浓厚的乡土性和草根性,其共同体交往的方式按照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原则来说,是以自我为中心,以熟人社会为半径,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经纬的(赵丽娜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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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其生活方式的封闭性、社会联系的局限性、生活领域的狭小性,使得他们受现代文化生活的熏陶很少,集体主义、公民意识淡薄,文化生活比较贫乏,经济比较落后,思想上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可想而知。而部分农村基层管理者也认为只要经济上去了,文化建设无关紧要,认为文化建设华而不实,是“无用”的,甚至是“对立”的,是耽误经济建设的,这使得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在认识程度上走入了一个误区。


 2.农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制约了社区文化建设

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最根本保障,对于文化建设而言,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农村社区居民素质状况决定着农村文化事业发展,而我国农村社区居民的文化素质状况不容乐观,尽管国家已经制定了许多针对农民的优惠政策,在农村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保证农村儿童的受教育权利,但是作为农民群体本身,却缺乏有效的自我教育平台,农民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决定了他们的知识相对缺乏,接受现代文化的能力较弱。不懂法、不学法、不守法,当然也缺乏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意识,因而出现了部分农民精神空虚、信仰危机的情况。不少农民封建迷信意识死灰复燃,不少地方封建迷信活动蔓延,落后、低级的庸俗文化充斥着农村社区文化市场。

3.农村社区文化基础设施不足且文化内容匮乏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城市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影剧院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的重点,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质量都远远超过农村,导致现今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相当落后,且严重缺乏,加之现有的文化基础设施由于缺乏管理,开发利用程度较低,农村公共文化内容贫乏、缺乏新意,难以产生吸引力,使广大农民除了晚上在家看电视外,基本上没有别的文化生活。由于农村社区公共文化资源的不足,农民很难通过文化资源有效地了解社会、分享经验、增长知识。

4.缺少必要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投入

对于城市社区文化,仅就文化基础设施来讲,国家每年都会有一些财政支出放在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农村能得到的资金投入极少。各级政府对城市社区文化建设十分重视,而支持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政策却不多,投入也较少,即使有所投入,也远远跟不上农村社区文化发展的需要。总之,文化建设缺少资金投入,也是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一个难题(赵丽娜等,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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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模式与途径

(一)我国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模式——案例介绍

下面以江苏省张家港市和湖北省老河口市为例来了解农村社区文化的建设模式。

1.张家港市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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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港市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主要经验做法如下。

(1)创新农村社区文化设施建设模式。

2006年张家港市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八个一”为标准建设农村社区文化设施的构想,并积极组织实施。农村社区文化设施“八个一”工程,即:一个综合教育培训室、一个图书阅览室、一个特色文化展示室、一个棋牌活动室、一个文艺活动(书画)室、一个健身活动(乒乓球)室、一个文化宣传画廊、一个适宜演出和放映的小型广场(篮球场)。截至2015年底,全市人均拥有公益性室内文化设施面积0.12平方米,人均占有公共图书1.28册。已有168个村(社区)达到了“八个一”标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基层点达标率为100%,其中20%的村还建成了示范点,并荣获“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示范市”称号。

(2)创新农村社区文化产品供给方式。

张家港市实行了“政府买单、群众受益”的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方式并形成了长效机制。2006年起,该市逐步形成了“文明百村欢乐行村村演”“优秀影片进社区月月映”“广场文艺周周唱”“评弹书场天天说”“社区文化艺术节年年办”等品牌活动。市级文艺团体走遍全市每个村(社区),全年演出230多场。电影放映单位深入每个村每月放一场电影。博物馆坚持常年开展送展下村(社区)活动,市图书馆的图书流动车常年开展送书下乡活动,方便读
 者借书、查阅文化信息资料。各镇文化服务中心经常组织业余团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以2015年为例,各镇举办文化活动280次,吸引观众40多万人次。各镇还推出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特色与地方特点、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此外,已连续五年举办的“长江文化艺术节”,也将戏剧和民族、民间文艺表演送到农村基层,让农民享受到了高水平的文化大餐。

(3)创新农村社区文化团队建设思路。

张家港市积极鼓励村级自办文化,通过辅导、培育文艺骨干,由村委会或民营企业老板或农民自发出资组建了一批基层特色文艺团队、特色文化项目和特色文化家庭。目前,已建成各类业余群众文艺团队240支,参加人数达到1.5万人,有舞蹈队、民乐队、合唱团、锡剧队、越剧团、票友社、书画协会、体育健身操队,等等。这些团队或自娱自乐活跃身心,或自编自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传播先进文化,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大新镇退休教师蔡长生,长期在镇内外为社区群众义务演出,被评为“全省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工作先进个人”。乐余镇黄德章的个体电影放映队、杨舍镇新农村的百家乐越剧团、乐余镇兆丰社区的民乐队等的足迹踏遍了全市城乡。各镇结合自身实际培育特色文化,初步形成了“一镇一品”的特色文化格局。

(4)创新农村社区文化服务保障机制。

张家港市出台了加强镇、村文化建设的意见及实施细则,对村级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建设标准、考核奖励、组织领导和经费保障等都做出了具体规定。每年从财政预算中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和活动经费支出。市、镇两级财政按每场7 000元的标准补贴“村村演”公益文艺演出,按每场200元的标准补贴电影放映单位,每年拨出15万元用于补贴书场。对达到“八个一”要求的村(社区),市财政给予5万～8万元的奖励。每年还从高消费娱乐税中返还部分给文化部门,专门用于扶持市级文化单位的公益性文化活动。各村还利用自有资金并发动社会力量举
 办文化活动。同时,政府鼓励文化单位自主创收,积极发展经营性文化和特色文化产业。张家港市十分注重健全农村文化管理网络,将镇文化站更名为镇文体服务中心,明确其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村(社区)在达到文化设施“八个一”的标准后挂文化服务站牌子,由一名村干部兼任站长,配备大学生村官管理文体工作,基本形成了市、镇、村(社区)三级有人抓文化、有人管文化的良好局面。

2.老河口模式

老河口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可概括为“三位一体”模式。其经验做法如下。

(1)培养农村文化中心户。

老河口文化中心户建设采取“1+ 1”或“1+ X”的模式,即一个“文化科技屋”加一个商店,或一个诊所,或一个加工厂等经济实体,以商养文、文商互补。让农户自主经营,依托实体发展,赋予了“文化科技屋”和“文化中心户”强大的活力。仙人渡柴店岗村村民王宗岭开的小商店原来只是卖些日用品,生意一般,自从办成“文化中心户”,在村里的扶持下,他买了很多科技文化书籍,免费向村民开放,村民隔三岔五就到他那里去看书、借书,交流各方面知识,月营业额也随之增加了上千元。如今,老河口农村社区像王宗岭这样的“文化中心户”成了农民学习的课堂,甚至很有可能走出一条适合农村未来农村图书馆建设的新路。

(2)建设社区文化平台。

2007年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老河口发展文化科技中心户115个、农家书屋4个,兴建标准化村文化活动室5个、村级文化体育场7个,电脑、图书、音像资料、健身器材、报纸杂志在社区扎根、留在农民身边,有力地促进了社区文化活动的发展。建设初期计划到“十二五”初期,老河口100%的乡镇建有符合标准的成人文化技术学校,60%的乡镇达到文化先进乡镇标准,98%的村建有村级文化活动室,100%的村有文化中心户; 85%的乡镇建有
 体育健身中心和体育指导站,50%的村建有体育基础设施,社区文化载体、文化大舞台将得到有力搭建。

(3)开展特色活动,增强教育实效。

老河口积极推进“孝心献老人”“文明市民”“星级家庭”“星级文明户”等评选,大力推进“文化中心户”“美德在农家”“政策、道德、法律、文化、科技、卫生六进家”“婚育新风进万家”以及生态文明村、文明城镇等群众性创建活动,普及文明行为常识,增强农民文明意识,在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的耳濡目染、身体力行中培育农民的“生活共同体”理念以及社区归属感。

(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途径

在开展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党和政府、社会和农村组织与个人,由于身份与职责不同,可以有不同的途径与方法,形成了一股合力,共同推进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5年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总结了众多农村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列举了18种推进农村文化建设的途径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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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些途径和方法,结合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践,这里提出进一步推进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若干对策性途径。

1.积极开展自我教育和学员培训

我们知道,科技兴国,教育为本。就文化建设而言,教育应是一个重要因素。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应着力于全面教育,更新思想观念,加强自我教育,“治穷要先治愚,治愚必先重教”,人的因素始终是决定因素,因此我们要积极开展自我教育,开展各种培训,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我们要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开办文化补习班和扫盲班的方式扫除文盲,尤其是扫除
 青少年文盲;建立乡村图书馆,收集各类书籍,供村民在农闲时阅读,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使农村社区形成浓厚的自我教育氛围。此外还需及时对农村进城务工人员进行培训,使其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清楚自己的合法权益,树立维权意识。对妇女的培训教育、对老年人的培训教育等,也可以根据各社区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让所有村民形成自我学习、互助学习的意识,并提高他们对各种教育的重视程度,进而从整体上改善农村社区的教育现状。

2.发展公益性民间组织,创建乡村文化

凝聚力是维系一个集体或社会的重要力量,也是集体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集体化的解体,以及发展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利益多元化,目前我国的乡村凝聚力薄弱,或者说还未形成乡村凝聚力。因此,在新时期,尤其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增强乡村凝聚力显得格外重要。培育乡村凝聚力的根本就是要培育乡村精神,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合作意识。对此,农村社区居民可以建设各种民间公益性组织(如老年协会、妇女协会等)。把长期持有家庭本位思想和离散心态的人重新组织起来,在增进乡村群众相互了解的基础上,适当开展一些公益性活动,逐步培养群众之间的和谐关系,必要时还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培养组织成员对集体的归属感,进而使全体村民产生一种对本村本土的归属感。老年协会可以定期组织老年人集中开会、聊天谈心、学习知识并开展适合老年人自己的娱乐活动。这一方面能够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充实老年人的精神生活,达到老有所乐、老有所养、老有所获的目标;另一方面也能够使老人与老人、老人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变得融洽起来,这便又增强了和谐因素,增进了凝聚力。妇女协会可以组织妇女一起学习维权的法律知识,学习初级文化和妇幼保健知识,同时也可以协助“两委”搞好优生优育工作。协会平时也可以开展一些文艺活动,使越来越多的妇女可以走出家门,加强与外界的联系。


 3.开展乡村文艺活动,丰富农民精神生活

文艺作为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各种文艺活动的开展有助于改善村民的精神风貌,丰富村民的日常生活,满足村民的精神需求。另外,村民也可以利用文艺宣传一些好的方针政策,弘扬优良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进而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针对农村文化生活的现状,可以提出例如组建乡村文艺队的想法。文艺队作为一种民间公益性组织,可以吸收社区中具有文艺特长的人员,根据成员的兴趣爱好组建几个常规的文艺小团队,以便在节日时开展。例如山东省莱州市城港路街道就积极开展群众自办文艺活动,组建的农村演出队伍在“放歌新农村”文艺晚会和“半岛龙庭”杯健身秧歌舞大赛等自办的活动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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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可以根据村民的兴趣,发展一些新项目。

4.让科学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推动人类进步的革命力量,是实现人类全部希望的根本所在。普及科学的宗旨就是高举科学、文明、进步的旗帜,将已被证明了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传授给广大人民群众,使之成为改造世界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科学思想作为精神动力,它对于提高村民思想素质以及更新文化心理,引导其形成科学、文明的生活方式,自觉地同形形色色愚昧无知、封建迷信做斗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倡导积极向上、文明健康、科学高雅的生活方式,离不开科学的思想。进一步加强科学普及,大力破除封建迷信,既是十分紧迫的任务,又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我们要在农村大力宣扬科学思想,让村民树立科学意识,使之远离各种封建迷信,从而扫除各种封建愚昧的陈规陋习,特别是在农村社会生活和家庭生活方面,要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人际观、闲暇观、消费观,让科
 学思想占领农村文化阵地。

5.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

大众传媒的形式多样,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有十分强大的功效。党和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广播、电视进村入户,积极开展农村数字化文化信息服务,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要与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统筹规划、综合利用,使得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逐步具备提供数字化文化信息服务的能力。另外,积极发展农村电影放映,推动服务“三农”的出版物出版发行。出版单位选题要向农村倾斜,重点支持和培育一批以服务“三农”为主的出版单位,增加农民群众买得起、读得懂、用得上的通俗读物的品种和数量;发展农民自助读书组织;继续实施送书下乡工程。例如河南省平顶山市石龙区在全力打造“文化盛宴”的基础上,又投入90万元全面开展文化共享工程,为每个行政村新农村书屋配置各类读物8大类1 630余册,使群众足不出村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报纸杂志和致富信息。同时,以国家图书馆和省市文化资源共享为重点的文化资源共享工程,目前已进入服务点光缆接入阶段,全部投入使用后,群众轻点鼠标即可点对点地访问国家图书资源和省市级的文化资源,而投资15万元建设的龙祥、龙兴、龙源3个社区文化站也将建成,实现站点的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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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完善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在硬件设施方面,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乡镇为依托,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发展县、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做到县县有文化馆、图书馆,乡镇有综合文化站,行政村有文化活动室,且县文化馆要具备综合性功能,村文化室可以“一室多用”,发挥中小学在开展农村文化活动方面的作用,提倡中小学校建成宣传、文化、信息中心。在西部及其他老少边穷等地广人稀、适宜开展流动服务的地区,由政府给文化站配备多功能文化车,开
 展灵活、多样、方便的文化服务。在实际工作中,为了提高效率,还应创新工作模式。例如章丘市(2006年开始撤市设区,现为章丘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为出成果、出效率,采用了奖励政策。为充分调动建设工作的积极性,市政府采取“以奖代补”方式,对完成建设任务并经建设领导小组检查验收合格的每个街道办事处综合文化站奖励20万元,每个社区文化中心奖励5万元的文化配套设施,每个农村文化大院奖励2万元,每个农村社区优秀文化活动广场奖励0.5万元,每个农家书屋配送1 000册图书和部分电子音像制品。
[18]



7.进行政策引导,创新管理机制

通过各种有效调控,把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和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机结合起来,加强对拓宽农村文化市场的政策调控。同时,积极探索农村文化设施运行管理新机制、新办法,统筹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和青少年、老年活动场所的规划建设和综合利用,努力做到相关设施能够共建共享,着力解决文化设施分散、使用率不高的问题。对电影院等设施,可以在确保其功能不变的前提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运营模式,采取公办民营、公开招标、委托经营的方式,更好地提供文化服务。机关、学校内部的设施,有条件的要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民群众开放。

8.引导社会力量支援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我国农村建设的任务任重而道远,单靠政府或者志愿者个人是很难完成的,无论从制度建设还是资金资源供应上都需要社会力量。引导社会力量重点捐助文化站(室)、图书馆等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农村公益性文化实体和文化活动,既可以动员城市单位,也可以动员城市居民;既可以由捐助者直接交付对口的农村,也可以由民政部门、人民团体和有关民间组织负责组织发送。社会
 力量通过依法成立的非营利性组织或者国家机关向农村文化事业的捐赠,纳入公益性捐赠范围,按税法的有关规定税前扣除。对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应给予表彰和奖励。

(三)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保障措施

为有效推进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应采取必要的保障措施。

1.高度重视农村社区文化建设

各级党委和政府对加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负有重要责任。要把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纳入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纳入财政收支预算,纳入扶贫攻坚计划,纳入干部晋升考核指标,确保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各项目标任务的实现。建立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目标责任制,把农村社区文化工作列入创建文化先进县市、乡镇和创建文明城市、文明村镇等相关评价体系。建立健全基层文化单位的评价机制,将服务农村、服务农民的情况作为文化单位工作的重要考核内容。推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

2.切实加强政府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

相关分析表明,社区资本与社区文化建设的发展状况有着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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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级财政要统筹规划,加大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不断提高用于乡镇和村的比例。保证一定数量的中央转移支付资金用于乡镇和村的社区文化建设。在中央和省、市三级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确保农村重点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同时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3.加强农村社区文化队伍建设

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和发展专兼职结合的农村文化队伍,逐步
 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限定农村文化事业单位的人员从业资格。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从事文化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充分发挥专业艺术人员的积极性,加强农村社区文化队伍的教育培训。积极培训农民文化骨干,充分发挥民间艺人、文化能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发展民族文化方面的作用。对做出突出贡献的农村社区文化单位和基层文化工作者予以表彰奖励,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支持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目前,全国有45个县市实行“多村一社区”模式,如山东省诸城市; 21个县市实行“一村多社区”模式,如湖北省双路村; 226个县市实行“一村一社区”模式,如北方很多农村社区的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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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队伍的建设,包括人员的选拔、培养、分配、数量等都要根据不同的社区实际进行考量,对症下药,形成有地方特色、能满足社区村民需求的文化队伍。

4.落实有关部门的责任

国家有关部门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认真制订农村文化建设规划,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完善政策、明确措施,抓好各项工作的贯彻落实。建立党委、政府农村社区文化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有关部门责任,密切合作、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共同做好农村文化工作。宣传文化部门要充分发挥其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有关部门对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特别是重点文化工程,要加强专项监督检查。

(四)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经验启示

从我国部分地区农村社区文化建设的过程与做法来看,可以总结归纳出若干经验和启示。

1.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必须强化政府统筹规划

农村社区公共文化设施是新农村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更
 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基础,各级政府是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责任主体。张家港市市政府始终坚持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针,把社区文化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列入领导任期目标,与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一起规划、一起部署、一起检查,并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纳入对各镇的考核和文明村镇的评比。通过召开专题性会议,制定、下发支持文化发展的政策性文件,制订标准导向,加强考核评估,逐步扭转了基层领导长久以来形成的重经济发展、轻社区事业建设的错误认识。张家港市的实践表明,在经济发达地区加强统筹规划,将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重心下移至村(社区),因地制宜建设一批规模适当、设施良好的社区文化服务设施,建成15分钟文化圈,符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方向。在推进过程中,必须加强宣传、文化、科技、财政、民政、体育、规划、国土等部门的协作共管,科学制定社区建设规划,落实建设用地、建设经费,建立起文化建设的工作协调机制。同时,还要积极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社区文化建设,让“社会办文化、企业办文化、民间办文化”蔚然成风。

2.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必须注重社会资源整合

建立农村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关键是加大政府对农村文化建设在人、财、物上的投入力度,建立以财政投入为主的投资保障机制。张家港市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启示。张家港市已建立起市、镇、村三级投入机制,将文化设施建设、设施运行维护及经常性活动经费纳入财政预算,每年按一定比例增长。针对一些镇、村财力相对薄弱的状况,市财政设立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资金,加大补贴和奖励的力度。出台鼓励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捐赠的政策,拓宽文化投入的渠道。张家港市对农村各类资源进行了有效整合,充分发挥民政部门在社区建设上的牵头协调功能,统筹文化、党建、宣传、卫生、科技、体育等方面的力量,共同参与社区建设,避免了重复投资。切实加强农村文化机构和队伍建设,拓宽农村社区文化人才渠道,发挥现职村干部和退休老干部、老教师的作用,并鼓
 励熟悉农村生活、有一定文艺专长的优秀人才,选配机关年轻干部和应届大学毕业生到农村社区工作,建立农村社区文化人才的选拔、培养和使用机制,完善人事管理制度,形成有利于优秀文化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例如山东省莒南县相沟乡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坚持“膨胀规模,创新体制,整合资源,为民服务,有效管理,选好班子,提升水平”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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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破了传统的农村管理模式,对社会资源进行了深度的整合,扩大了村庄规模,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与套路。

3.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意识

农村社区文化设施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广大农民,既传播先进文化,又方便农民自娱自乐。张家港市农村社区的综合教育培训室配备文化信息资源播放设备,是农民群众接受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科普知识培训、观看各类网上影片的课堂。图书阅览室配备有图书、报刊和专用电脑,是农民读书看报和查阅网上信息资料的场所。文艺活动(书画)室、棋牌活动室、健身活动室、文化广场等是农民娱乐休闲、发展特长和强身健体的乐园。特色文化展示室是传承当地农村历史文脉的重要阵地。张家港市的农村社区文化设施建设充分考虑了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是符合当前农村实际的。在功能发挥上,一方面,村文化服务站负责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大力实施送书、送戏、送展览、送电影的“四送”工程,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另一方面,村文化服务站大力培育新型农村文化主体,积极发挥农民业余文艺团队的作用,构建专业与业余、公办与民办、本土与引进的农村社区文化团队体系,形成文化活动的合力。“书画之乡”“戏曲之乡”“山歌之乡”“民乐之乡”“武术之乡”“围棋之乡”“乒乓之乡”等应运而生。村级文化设施已成为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有效补充,发挥出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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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农村社区资源整合与社区参与

整合农村社区资源和激励社区公众广泛参与,是农村社区建设顺利实施的重要条件和必要方式。本节将就农村社区建设中资源整合与培育、社会公众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农村社区资源对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

建设农村社区,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和以自愿、量力、互助为主的原则,多方挖掘社区资源,全面调动村民积极性。
[1]

 农村社区资源,顾名思义,即在农村社区范围内以实物形式或非实物形式存在的资源,它包括方方面面,大体可以概括为两类:第一类是自然经济资源,包括人力、物力(含土地、河流等)和财力资源;第二类是其他社会资源,如管理服务资源、规则制度等。这两类资源都需要依赖资源培育和整合的一系列复杂问题,从而关系到能否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目标。事实上,农村社区资源对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上述农村社区资源的培育和整合,能够积聚力量,拓宽发展空间,促进社区管理规范化,有效地带动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改善居民生活条件,推进农村社区的快速发展。

二、农村社区资源的培育与整合问题

社区资源的培育主要指社区资源从无到有以及不断完善的过程。社区资源的整合则是指将各种功能、性质不同的社区构成要素
 和单位在不同纽带的联系下构成一个整体,各部分在整体中根据社区共同需要发挥自己的功能,从而造就社区整体功能。
[2]

 在一定程度上,两者都是维持社区存在和发展所不可或缺的。

(一)人力资源的整合

建设村落社区,需要各级党政组织的正确领导,也需要志愿者协会等中介组织的积极引导,更需要广大村民的热心参与。在实际工作中,要注重与“双学三培两带”相结合,与农村无职党员设岗定职活动相结合。
[3]

 要注重发挥农村党员能人的带头示范作用,组织一批热心为群众服务的骨干力量,积极宣传农村社区建设的性质、宗旨、原则、内容、方法和作用,帮助村民增强认识,提高其参加志愿者协会和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例如,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成立了由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任指挥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程指挥部,从区直部门抽调33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熟悉基层的干部,组成11个推进组,派驻到各乡镇(街道)和抱犊崮景区集中办公,参加乡镇(街道)研究社区建设的党委会、党政联席会和周一点名例会,在乡镇(街道)参加年度考核,为乡镇(街道)解决资金、规划等难题80多个,提出合理化建议130多条。
[4]



(二)物力资源的整合

在农村社区中,由于社会历史原因,物力资源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整合土地资源,通过调整置换出土地成立经济项目区,用于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这拓宽了发展空间,促进了社区经济的发展。


 二是整合闲置空地资源。一方面,可以利用农村闲置房屋,作为兴办农村社区的办公和活动场所,如调整布局后闲置的中小学校旧房、场地,闲置的仓库、敬老院,空闲的村民房屋等,都可以用来作为兴办农村社区的办公和活动场所;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改造宗族祠堂等富有创新性的做法,或者由村民自愿义务投劳,成立村落社区活动中心,做到既盘活资源,又节省投入。
[5]



三是整合社区中的其他物力资源,如文化设施、办公资源等,这类资源尽管再生性良好,但由于缺乏必要的关注,很多资源的利用率较低,而且更新换代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滞后,这都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对此,需要加大投入,而这些投入一方面是资金层面的投入,即弥补精神磨损和物质磨损;另一方面就是人力层面的投入,这可以通过专人负责、集体参与的方式对其进行管理和监督。

(三)财力资源的整合

1.拓宽资金筹集渠道

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各项工作均需要有相应的资金投入作保障,如何完善农村的资金投入机制,是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首先,健全完善公共财政的投入机制、自然增长机制,努力发挥政府对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所需资金投入的主渠道作用,争取做到新增财力的一定比例用于农村社区的工作,确保对社区的资金投入的增长与公共财政增长实现同步增长的自然增长机制。其次,吸收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区建设和治理,一些项目可实行招商引资,吸纳各类社会资本的介入,部分项目可动员社区精英参与。最后,还可以通过一些创新的方法减少对建设资金的直接需求,比如在基础设施方面可以使用一些被发达城市淘汰但对农村而言仍有使用价值的设施,如路灯、垃圾箱等。
[6]

 例如,枣庄市山亭
 区对此提出五个措施:奖励专项资金,财政每年安排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专项资金1 000万元,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给予专项奖励;减免行政收费,按照“能免则免、能减则减”原则,实行行政性、事业性费用“零收费”,经营性收费减半收取;上级资金扶持,区直部门向上级争取的支农惠农资金集中用于扶持农村社区建设;土地挂钩补助,对实施整村搬迁改造的村庄,区里每调用一亩腾出土地指标补助10万元;金融机构贷款,区信用联社预留农村住房建设贷款3 000万元,对符合条件的购房户和建筑施工企业提供贷款,全力支持农村社区建设。

2.整合项目资源

按照“资金性质不变、管理渠道不变、区级统筹使用”原则,在维持各类支农资金投向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统筹整合新农村建设、新型乡镇建设、农村住房建设、危房改造、土地整理和社区建设所涉及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农业、林业、水利等项目,进行整合捆绑、统一拨付、集中投入。
[7]

 比如,北京市大兴区即通过成立综治办的方式协调项目资源的使用,而且将这一形式推广到乡镇一级,在确保信息一致性的同时也有利于工作的监督与评价。

3.整合农村社区资产

在整合农村社区资产中,尤其需要将原来各村一定比例的机动地、宅基地、建设规划预留地、“四荒”地、集体积累等集体资产全部整合起来,由社区统筹管理使用。对原自然村涉及的债务转移到社区承担,根据集体经济状况及政策情况,逐年偿还、逐步化解。此外,除了上文提到的有形资产,容易被忽视的农村社区无形资产亦需要给予一定关注。事实上,如自身的社区文化等在长期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意识形态,可以通过对社区居民的影响有效促进物质资源的利用。


 4.整合农村社区合同

原自然村的各业承包合同全部收归社区集中管理,集中变更发包人。而对原自然村签订的未到期合同,则继续维持合同期限,待合同到期后,再由社区公开发包。这种集中处理可以减少资源占用,专门化又进一步提高了效率,减少了时间耗费,降低了成本。

(四)管理服务资源的整合

1.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把推进政府公共服务职能进入农村社区放在重要的位置,从县(市、区)各职能部门到区和乡镇街道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村社区,形成文化、教育、卫生、体育、科技、广电、民政、治安、供销合作等公共服务到村入户的制度化服务,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2.开展第三部门服务

着力发展农村社区的“民间”组织,大力开展第三部门服务。“支部+协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第三部门在引导农村科技致富、实业致富方面功能尤为突出。
[8]

 根据课题组调查,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在开展第三部门服务方面组织发起了老年服务协会、计划生育协会等社会组织,这些社会组织大都由社区成员构成,它们的成立既丰富了居民的社区生活,也为发展民间服务提供了可行的范例。

3.引进市场主体开展有偿服务

这类服务主要与农村的生产活动相联系,比如可采取“公司+农户”的方式,使农民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市场的需要,实现产与销之间的有机结合,增强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9]

 比如,北京
 市大兴区魏善庄镇就根据自身客观实际,成立了相应的农产品产销经营合作社,其采取类似于公司的运营方式,将农户与市场联系了起来,减少了生产的盲目性,顺应市场需求,从而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

4.组织社区志愿互助服务

组织农村社区内的志愿互助服务人员在农村建设社区志愿者服务队,组织村民开展治安巡逻、卫生清洁和各种互帮互助活动,解决农村出现的打工族留下的“留守儿童”问题,将有助于社区互助的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调查显示,很多地区借鉴城市志愿服务模式,目前都成立了青年志愿者等组织,获得了较好的社会回响。当然,如何保证志愿活动长期有效开展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观察和研究。

5.组织城乡社区结对服务

组织城乡社区结对服务,即发挥城市社区的发展优势,尊重农村社区发展现实,开展城乡社区之间的对口交流,服务彼此,互相促进。这种服务可以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也可以是城乡社区成员之间的交流,通过交流,传送信息,形成一种平等互动的伙伴关系。

三、农村社区建设的公众参与存在的问题及可采取的措施

农村社区的建设和治理的内容涉及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与农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农村社区要建设和治理好,离不开社区居民的参与。一个建得成功的农村社区必然是居民积极参与社区事务管理的社区。
[10]

 一方面,农村社区居民是社区建设和治理的主体,对如何建设社区居民应具有主人翁意识;另一方面,农村居民也是社区建设和治理的受益的客体,对自己需要的服务内容最具有发言权。




(一)公众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其表现

公众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从整体上来看还处于薄弱阶段:公众参与农村社区建设虽然已经起步,但总体上还很弱,社区居民的积极性依然很差,整体发展不平衡。农村社区居民参与程度比较低,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参与意识弱,积极性不高

大多数农村社区居民还没有形成自己是社区主人的主体意识,参与社区各项事务仍不积极主动,参加的活动大多以被动型为主,甚至有的社区连自己社区的代表会议和各项选举都难以进行。
[11]

 这显然不利于社区公众参与的建设和社区活动的开展。

2.动员式的参与是主要的参与形式

社区居民被动地执行社区已制定好的各项活动,而在活动的决策前后没有加入其中。这样的参与既不能对所要处理的事务进行决策,也不能对社区管理层的活动形成有效的监督。

3.非政治性参与是主要内容,参与内容有限

农村社区建设公众参与的内容大多与政治不沾边或者逃避政治性参与。对社区而言,最大的政治性参与就是社委会或者村委会的选举,但是这种三年举行一次的重要活动规模都不大,参与的广泛性也不好。社区公众参与的大多是文体、卫生、巡逻等活动,表明民主监督的参与少,参与的内容有局限性。

4.参与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偏差

部分社区居民愿意参加各种社区活动,而且表现出相当的积极性,但是关键在于居民期望参与的社区活动参与不了,比如对社区管理运行、社区服务质量的监督等。而社区管理机构提供给居民的参与形式多是居民没有多大期望的项目,比如社区清洁卫生、为民服务、组织治安联防队、捐衣捐物,等等。


 5.缺乏制度上的保障

农村社区建设公众参与缺乏制度上的保障,确保社区居民可以参与自己感兴趣的社区建设,自愿参加;也缺乏必要的多种参与途径的设计,单一的途径往往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和满足大家的参与要求。此外,缺乏制度上的保障还容易导致农村社区公众参与的空洞化倾向,不利于社区的整体建设。

(二)发挥农村社区农民治理主体作用的措施

要实现农村社区善治,就必须为农民参与社区集体事务提供完善的制度和良好的外部环境,并充分发挥农民的治理主体作用。

1.加强制度建设,为公民参与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要完善农村社区管理制度。村民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的发展、民主之路,也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推进农民公共参与、扩大基层民主的最基本途径。
[12]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这一农民参与的最基本途径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完善村委会选举制度,建立法制化的规范选举制度,逐步规范候选人的提名方法和提名程序,针对选举过程中出现的“贿选”现象,应成立专门的“选举监督小组”;第二,完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制度,凡涉及村内群众利益的大事,都需要群众共同协商决定;第三,完善村民民主监督制度,要切实落实村务、政务和财务公开制度,增强农村社会事务管理的透明度,加强对群众社区干部的监督。
[13]



其次,要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促进规范化参与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有利于农民意见的采纳和农民问题的解决,提高农民公共参与的积极性。第一,改革现行信访制度,教育、引导农民依法信访,设立专门的“农民信访窗口”,避免信访流于形式,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第二,建立干部下访制度,注意要避免“一人下
 访,众多随从”的现象发生,避免铺张浪费现象,走访的对象要有针对性。

最后,要加强农民组织化建设,提高参与的组织化程度。第一,转变观念,加强引导。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和财力支持,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在加强政策和财政支持的基础上,努力通过技能培训、知识传授、开展农民活动等方式,建立“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农民组织。第二,加快农民组织化建设的法制化进程。法律需对农民组织的成立条件、功能性质、运作程序、法律地位、违规处罚等做出明确规定,使成立后的农民组织早日迈向法制化的运行轨道。

2.优化外部环境,夯实公民参与基础

一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物质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村经济的高度发展可以帮助农民消除传统陈腐观念的侵蚀,使农民了解民主、相信民主、践行民主,通过更多的公共事务参与来维护自身权益免受侵害。因此,必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积极引导农民创业,为农民创业提供财力支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取消户口的城乡差别与地域歧视,保护他们的政治权利。

二是改革乡镇基层政府——政治基础。在缺乏民主传统的农村地区,要想进一步推进民主建设,就必须加大对基层政府的改革力度,努力营造农村居民参与的良好社会体制环境和政治环境。第一,乡镇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第二,精简机构。第三,完善监督和考核机制。

三是营造参与型的政治文化——文化基础。政治文化和政治制度二者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它们共同推动着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
[14]

 农村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的效果如何,很大
 程度上与公共事务参与的文化氛围有很大关系,所以要大力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通过教育培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和习惯,提升村民的民主参与意识。通过广播、电视、宣传栏、墙体标语等多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广泛宣传农村社区建设的目的、意义、宗旨和目标、好经验、好做法和好典型,扩大农村社区建设的社会影响力,营造良好的农村社区建设舆论氛围。

3.发挥农民的治理主体作用

当前农村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一个明显缺陷就是农民治理主体作用的缺失。
[15]

 只有让农民积极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去,并平等地共享劳动成果,才能真正发挥农民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各地政府应当把建立和发展农民组织作为完善基层民主、推进农村社区善治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首先,要切实发挥乡村精英的主导作用;其次,农民组织功能定位要准确;再次,农民组织制度要健全;最后,农民组织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

四、农村社区资源整合和社区参与——以房山区良乡镇为例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镇位于北京西南方向,距离市区25公里,户籍人口2万人。良乡镇是良乡卫星城的发展新区,受首都经济圈影响,这里交通便利、历史悠久,具备良好的发展环境。自农村社区建立以来,良乡镇不断开展社区资源培育和整合工作,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新建大量基础设施

在原先发展基础上,良乡镇新建了大量的公共基础设施。不同于传统的农村建设容易陷入重复建设的情况,良乡镇投入资金
 建设了16个数字影院,同时,还建设了多个图书馆、文化广场和绿地公园等,基本覆盖全镇农民人口。随着这些设施的建成使用,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人们有机会在社区开展更加具有时代气息的活动,城乡之间的物质、精神差距正在日益缩小。

2.经济发展状况良好

很大程度上,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是地区资源利用和整合状况的结果。2019年良乡镇的财政收入达53 232万元,居民人均收入水平无论以城镇人口还是农村人口核算都超过了人民币20 000元,同其他可比地区相较而言,这一数量规模总体表现良好。

3.社区服务不断完善

良乡镇建有乡镇一级社区服务中心,承接了诸如计划生育服务、残疾人救助、保障性住房、养老保险等项目在内的行政管理职能。此外,良乡镇已建成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十余处,平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可以满足社区居民的基本生活要求。

4.社会组织发展情况良好

良乡镇设立了一系列社会组织,典型的有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养殖专业合作社等,这些生产型合作社的建立将市场的需求和农户的生产供给有效联系起来,避免了个别经营的盲目性,降低了经营风险。然而,调查数据显示,非生产性社会组织的建设略显不足,还有较大空间亟待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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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农村社区人才队伍建设

一、人才队伍建设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地位和意义

人才队伍建设是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支政治坚定、作风扎实、专业过硬、群众信赖、乐于奉献的社区工作者队伍,是建设和
 谐社区的基本保证。
[1]

 通过建立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平台,加强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与管理,能够实现农村社区化服务与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的“互促双赢”。人才队伍建设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

(一)可以促进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开展农村社区人才队伍建设,能够将农村社区居民纳入“服务圈”,使农村社会工作取得突破性发展,使农民群众享受到一些和城市居民一样的服务,解决了农村热点问题。
[2]

 在农村社区工作人员向农民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通过调解民间纠纷、化解各种矛盾等方式,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乡风建设。

(二)可以促进社会工作人才价值实现

农村社区人才队伍建立起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新机制,为社会工作人才实现价值搭建了舞台,促进了社会人才资源和其他社会服务要素的有效对接;促进了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促进了大中专毕业生人生观、价值观、择业观念的转变和参与社区服务积极性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有效解决了乡镇合并后近千名机关干部和工作人员的安置问题,而且实现了职能部门服务工作的延伸与下沉,形成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新机制。

(三)可以拉近党群、干群关系

农村社会工作人员扎根老百姓中间,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求、所需所盼,在深入基层面对面为农民服务的过程中,提高了为农民群众服务的能力和水平,改进了工作作风,拉近了与群众的距
 离,增进了对群众的感情,得到了群众的拥戴,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3]



二、农村社区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由于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还处于初始阶段,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农村社会工作人员数量严重不足

在社会管理与服务工作日益加重的情况下,农村社会工作人员的负担越来越大。特别是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农村社会工作的主力军乡镇“七站八所”退出事业编制,机构进一步精简,农村社会工作力量更加薄弱,一些偏僻乡镇社会工作人员更为匮乏。以乡镇民政所为例,目前每个乡镇只有1～3名民政干部,却肩负着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减灾救灾、优抚安置、殡葬管理、低保发放等大量日常民政社会工作,其中有些工作还必须深入农户中挨家挨户地走访、调查、核实,以保证救助、救灾、低保发放的准确性,工作量非常大。

(二)农村社会工作从业人员素质较低,社会服务水平不高

农村社会工作人员的学历、年龄、专业结构与社会工作发展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
[4]

 比如经济发展中等水平的吉林省四平市,其农村社会工作人员中只有不到10%的人是社会工作相关专业的毕业生。每年除少数部门采取以会代训的形式举办相关业务培训外,从未专门举办过系统的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培训。自身素
 质和专业培训的缺失,导致社会工作人员缺乏应该具备的岗位知识和技能,社会服务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还不够高,难以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系统化服务,仍沿袭行政工作的方式方法和工作习惯,无法有效应对和解决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如在农村基层居民矛盾调解中,有些村干部或调解员抱着息事宁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思想,只求把事“摆平”就行了,忽视了工作程序或法律规定,工作方法不科学。

(三)工作缺乏统一领导,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体制性障碍

目前无论是社区内政府管理部门还是公益服务类事业单位,甚至包括民办的公益性、慈善性社会团体、民办社会服务机构,都在行政管理的大框架下自成体系、各自独立。社会工作人员广泛地分布于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各个领域、各个层次、各个角落,缺乏统一的领导和专门的规划。近几年,虽然高校扩大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招生规模,但行政事业单位用人制度改革滞后,各类社会组织不发达,在人才的吸引、培养、使用、评价、激励上缺乏有效载体;在基层,由于缺乏必要的政策支持和奖励激励,社会工作者地位和待遇较低,民间对社会工作的参与热情不高,根本引不来、留不住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
[5]



三、农村社区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群众在技术服务、医疗卫生、救济救助、法律咨询、文化娱乐等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多,标准越来越高,渴望一种更全面的近距离服务方式的产生。在新形势下,依托社区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正好满
 足了农村群众的服务需求。

(一)多措施壮大队伍

1.发挥镇、村党务工作者的作用

镇、村党务工作者是一支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经验丰富的基层工作人才队伍,是农村社会工作的组织实施者,是农村各种社会人才的牵头示范者。应积极开展培训,把基层党务工作者培养成为社会工作骨干,充分发挥他们的组织和引领作用,带动农村社会各项工作深入开展。

2.分流机关富余人员

将乡镇(街道)民政、劳保、司法、卫生、计生等部门从事社会工作的人员纳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管理范围,通过民主选派、下派方式,充实到农村社区社会工作岗位上来,使乡镇(街道)富余人员有了用武之地。
[6]



3.壮大“义工”队伍

农村党员、团员、教师、退休职工、退伍军人及民间“小能人”是一个素质较高、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群体,应对他们进行调查摸底,建立社会工作志愿者队伍。并通过建立协会、商会和农村经济合作者协会等形式,积极发挥他们在专业、技术、信息等方面的优势。
[7]



4.多渠道选聘优秀人才

进一步加大宣传动员力度,提高社会志愿者对农村社区的认同感,及时将优秀大中专毕业生、退伍军人、外出务工返乡青年等各类人才吸纳到社会工作岗位上来。
[8]

 采取面向社会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等办法选拔社区工作人员,提高工作人员整体素质,提升服务
 质量与水平。

(二)多途径强化培训

1.制订培训计划

制订社会工作人才学习计划,把普及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技能与社区本职业务培训结合起来,根据群众需求不断丰富培训内容,定期开展各类集中培训活动,定期组织检查考试。

2.创新培训方式

坚持“走出去学”和“请进来教”相结合。
[9]

 实行外派挂职锻炼、考察学习、跟班学习、交流轮岗等制度,多渠道、宽领域地培养社会工作人才;同时,邀请上级领导、学者和先进地区代表进社区授课;充分发挥农村远程教育网络设备的作用,培养一批能够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的社会工作人才。

3.提升培训层次

根据实际制定农村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培训方案,提高培训的专业化、职业化水平。一方面,大力开展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普及培训,如举办社会工作知识专业讲座;另一方面,广泛动员社区机构职工以及社区、公益性民间组织的从业人员参加全国助理社会工作师、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逐步培养一批具有从业资格和专业技能的社会工作人才。

(三)多视角完善机制

1.完善选拔、培养机制

对选派到社区的工作人员的评先树优、提拔重用、物质待遇等方面做了明确规定,要求乡镇(街道)干部的提拔对象至少要有半年以上农村社区工作经历。
[10]

 镇、村两级党组织积极采取得力措
 施,把优秀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培养成党员,把党员培养成社会工作人才,对政治素质较高、社会工作能力较强、群众公认的社会工作人才,先纳入村级后备干部“人才库”进行重点培养,待条件成熟后,通过合法程序充实到村干部队伍中。

2.建立待遇保障机制

建立镇、村班子成员联系社区社会工作人才制度,定期上门征询意见,帮助解决他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11]

 建立社区经费保障机制,由乡镇财政负责对正常参与服务的志愿者组织发放适当的经济补助,改善农村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3.落实监督约束机制

实行首问负责制,探索服务监督卡方式,由服务对象对社会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进行评议。结合年终考核,实行末位淘汰制,对明显不能胜任社会工作岗位的工作人员及时进行调整。对市直部门参与巡回服务人员,由乡镇(街道)政府(街办)根据其服务社区的综合表现出具书面鉴定,及时送所在部门备案。

4.规范表彰奖励机制

乡镇党委每年年底集中对工作出色、群众评价高的农村社区社会工作人才进行一次评选表彰,表彰其为“优秀社工”,并通过广播、电视等形式,对优秀社工的典型事迹和优秀品质进行大力宣传和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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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中国农村社区的主要建设模式

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快推进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加大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文化建设的帮扶力度”。中共十九大进一步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强调“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以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第一节　中国农村社区的主要建设模式及其做法

一、现有建设模式分类

在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过程中形成了许多不同的
 模式,从不同的视角可将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做不同的归纳,目前应用比较多的是从农村社区的建制及其边界来进行划分(从社区与行政村建制相关角度出发),主要分为“一村一社区”、“多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社区设小区”和“集中建设社区”等几种主要模式。

二、主要建设模式介绍

(一)“一村一社区”模式

1.概念与基本内涵

“一村一社区”模式是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建立社区,即农村社区范围的划分以现有行政村为基础,一个行政村建成一个农村社区。

该模式由四川省宜宾市率先探索,目前已有226个县(市、区)实行了“一村一社区”的建置,占实验县(市、区)总数的76.09%,是最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

2.主要特征

该模式不改变农村现有地域划分格局,一般以村委会为主体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行政主导性强。

3.适用范围和优缺点分析

该模式一般适用于经济状况比较好、人口具有一定规模且居住相对集中的村庄。

其主要优点是:一是切合农村现行行政管理体制,可以利用现有的政治和组织资源优势,便于行政统一推动,且不增加管理层级和管理成本;二是可以通过领导农村社区建设增强基层政权的影响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三是同村村民形成了较强的利益关系及社会认同,这为农村社区的组织、管理和服务提供了基础条件;四是可以实现公共服务提供的规模经济。
[1]




 其主要缺点是:由于村委会和社区合二为一,社团组织发育缓慢,力量薄弱,可能会强化行政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区农民民主自治和社区服务功能。

4.案例——宁波市镇海区棉丰村

宁波市镇海区于2007年初在棉丰村进行农村社区化试点,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棉丰村地处城乡结合部,2006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近1.4亿元,村级集体可用收入500多万元。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管理服务遇到了新问题:一是农居混杂,亦农亦工亦商。不少家庭既有农业户口又有非农业户口。二是外来务工人员数量骤增。外来务工人员总量是本村户籍人口的7倍多。三是村域范围内有许多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经营户,形成了较为发达的二三产业。村域内有国有、集体及民营工商企业32家,银行、工商所、小学等管理服务单位9家,个体工商经营户350家。针对这些情况,2007年镇海区以该村为样本探索农村社区化管理,把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与农村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在夯实“三个基础”(组织基础、队伍基础、工作基础)、健全“三个网络”(综合服务网络、社会治安网络、就业保障网络)、加强“三个建设”(社区党组织建设、社区阵地建设、文化载体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实践。

(1)组织基础。原有村三套班子体制保持不变。强化村(社区)党组织领导能力,发挥领导核心作用;保留村经济合作社,发展全村社员的经济利益;加强村民委员会建设,依法保护原村民的政治、福利待遇。为协调社区管理,成立了棉丰社区和谐共建理事会,理事会由村级班子主要领导、驻地部省属大工程单位和其他企事业单位以及有一定威信的村民代表、外来务工人员代表等组成,对社区化管理中的重大事项进行协商、监督,从而形成共驻共建、共建共享格局。新设立了“社区工作站”,在村党委领导和村委会运作下具体实施社区化管理工作。

(2)队伍基础。在进一步加强村党组织、村委会、村经济合作社班子建设的同时,致力于抓好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提高社区工
 作者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通过镇(街道)下派、整合现有村干部资源、向社会公开招聘等方式,按总人口800∶1的比例,共配备15名(其中新招聘9名)“社区工作站”专职社工。专职社工承担起原外来人口协管员、计划生育协管员等各条线分散配备的专职人员的职责以及村务等管理服务的职责,定岗定责定人,按分片包干、条块结合原则,明确片区和工作站内治安、社保、救助、计生、卫生、文化、教育等工作任务,通过网格化管理模式,实现了对辖区内社会管理全覆盖目标,有效提高了配备人员的使用效益。在发挥专职社工作用的基础上,促进辖区内社会力量互动,建立完善社区志愿者队伍,引导社区居民自觉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和公共服务。

(3)服务网络。拓展现有的由区、街道、村三级投资建立的村(社区)服务中心功能,建好“三站六室两厅两栏两中心”,即党员服务站、社区工作站、志愿服务站,村务(社区)办公室、党员活动室、综治警务室、城管工作室、新棉丰人党建工作室(管委会办公室)、卫生计生服务室,便民服务厅、综合议事厅,公开栏、科普宣传栏,文体活动中心和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满足居民教育培训、文体活动、公共卫生、综合治理、便民超市等社区服务功能的发展要求,让所有居民共享服务。围绕居民生产生活要求,强化公共服务,包括社会保障服务、职介服务、综治警务服务、文教卫体服务、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等。发挥区级市民服务中心的优势,延伸了21890民情直通车在农村社区的服务网络,并与辖区内及村庄周边电器修理、水管维修等15家家政服务企业签订了社区服务协议。同时,广泛开展便民利民的志愿者服务和市场化服务。

(4)经费投入。区、镇(街道)两级财政加大对农村社区建设的投入力度,建立社区化管理财力保障机制,每年对各村以实际配备的专职社工数按每人3万元标准进行补助,由区、镇(街道)按4∶6的比例分担。核定人数后,区财政将40%的经费划拨到各镇、街道,各镇、街道要及时配套(资金具体拨付管理办法另行制定)。
 积极探索村经济合作社、辖区共建单位、各类民间组织等多元投入机制,推进“结对共建”,共同参与社区化管理。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市场化运作机制。积极开展便民利民的市场化服务,吸纳有一技之长的居民组成专业服务队,采用有偿服务形式,开展各种便民服务,提供多种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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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多村一社区”模式

1.概念与基本内涵

“多村一社区”模式是指以中心村为主,与周边几个村落联合组建社区,即以现有乡镇为单位,对所辖村进行重新整合,其整合可能会涉及几个行政村的自然村落或几个行政村合并,每个社区确定一个中心村,设立社区服务中心,建立服务设施,为社区范围内各村提供服务。

2.主要特征

该模式不改变区域内各行政村原有治理体制,把若干行政村组合为一个服务区域,在乡镇的支持和指导下统一提供政府型或政府主导型的公共服务,构建了(行政)村级公共服务之上的第二级公共服务体系(平台),形成农村社区—村委会—农户模式。

3.适用范围和优缺点分析

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原有行政村规模相对较小,各村之间联系紧密的区域。

其主要优点:一是能有效整合资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相对集中,避免资源分散和重复建设的浪费;二是有利于引导村民向经济强村和中心村自然集聚,提高人口密度,加快城镇化进程。

其主要缺点:一是可能由于服务范围过大、服务对象过多而造成公共服务的“拥挤”现象,以及难以为村民提供“家门口”
 的便捷服务。二是在中心村的选择上有难度,往往会引起各“边陲村”的争议和不满。三是可能会影响到与村民自治的结合度。四是各村在经济上的整合难度较大。由于大多数农村仍保留有包括集体土地、集体企业、集体资产在内的集体经济,社区难以调动各村集体资产用于社区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会影响村民对社区的认同感的产生及社区的有效整合。五是增加了管理层级,管理成本可能会增加。

4.案例——宁波市的联村虚拟社区的“联合党委”模式

目前已有45个县(市、区)实行该模式,占实验单位总数的15.15%。下面以宁波市的联村虚拟社区的“联合党委”模式为例加以说明。

宁波市在保留行政村体制不变的基础上,根据地域相近、人缘相亲、道路相连、生产生活相似的原则,把若干行政村组合为一个服务区域,统一提供政府型或政府主导型的公共服务,构建(行政)村级公共服务之上的第二级公共服务体系(平台)。因其没有改变区域内各行政村原有治理体制,却又确确实实联村统一提供政府型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故称“联村虚拟社区”。该联村社区虽名“虚拟”,但也有实的内容。为了使社区内的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供给有效运作起来,必须有一套组织架构作为支撑。宁波市的做法是:构建以党组织为核心的社区组织构架和社区管理体系。

(1)设置社区“联合党委”。

联合党委是区域内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供给的最高决策机构,对区域内的政府型公共服务提供实行统筹领导。社区联合党委的书记由乡镇(街道)干部兼任,各村党支部书记都是联合党委的委员。联合党委下属支部采取“1+N”模式,其中,“1”为综合支部,用于接纳区域内的“零散”党员和外来流动党员,“N”为各村党支部和各企事业单位党组织。联合党委与“1”和“N”之间是严格的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组织关系。


 (2)搭建社区“服务中心”。

服务中心整合各村资源,着眼于与辖区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事项,广泛开展各种类型、各种形式的便民利民服务,联手其他已有的服务性机构和平台(如“三室四站一中心一校一场所”),打造社区“十分钟生活服务圈”“十分钟卫生服务圈”“十分钟文体生活圈”。服务中心的服务功能,涵盖了教育、卫生(计生)、文化、体育、科技、法律、综治警务、劳动就业(与培训)、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流动人口服务与管理、社区党员服务等服务内容。服务中心由联合党委副书记、综合支部书记、中心主任组成领导层。选聘专职社工担任中心主任,负责中心的日常工作。各行政村的大学生村官兼任驻村代理。由此,在联合社区的区域内就构建起了两级公共服务平台(体系):行政村范围内的一级平台和虚拟社区范围内的二级平台。

其社区组织构架和管理体制,以社区联合党委为核心决策主导,以社区服务中心为窗口执行落实。其运行机制是:社区联合党委酝酿提案→交社区共建理事会或共建促进会商议→再由联合党委决策→交社区服务中心执行→群众意见的反馈和收集。

(三)“一村多社区”模式

1.概念与基本内涵

“一村多社区”模式是指在一个村设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社区。在实际操作中,一般以自然村或村民小组为单位成立社区。

2.主要特征

在该模式下,民间组织在社区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3.适用范围和优缺点分析

该模式主要适用于原有行政村规模较大或包含若干自然村且分布分散的区域。

其主要优势为:由于将自然村落或居民小组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单元,居民以地缘、亲缘、血缘为纽带联结在一起,有着共
 同的资源、环境和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比较强,能促进社区服务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实现村民的自我服务和管理。

其主要缺点有:一是公共服务供给分散,加大了服务供给成本,导致服务设施供给不足、服务水平低下,不利于服务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二是农村社区过分零散建设将不利于农村的城镇化发展趋势。三是该模式中的社区实质上只是农村社区村委会下设的小区或服务站(点),社区功能有限,发展、建设、管理等功能欠缺。

4.案例——江西省的村落社区建设

目前已有21个实验县(市、区)实行该模式,占总实验单位总数的7.07%。其中,以江西省各县和湖北省秭归县杨林桥镇的村落社区为典型代表。下面介绍江西省的村落社区建设情况。

江西省较早开始农村社区建设,最初参照城市社区建设的模式,将农村社区建设定位在乡、村、自然村三级,在一些试点县初步搭建了“一级政府、二级管理、三个层次”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然而,在实践中却遇到了一个突出问题,即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一是村委会行政色彩过浓,主要精力用于完成乡镇政府交办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村委会对村民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二是村委会管辖区域过大,村委会的日常管理效能在自然村出现了“断层”。三是多数村委会集体经济力量不强,无力帮助解决村民希望解决的诸多问题;而自然村却又无人出面牵头、组织。

基于此,江西省民政厅认为,必须使农村社区建设与村民自治有效对接。于是,江西省民政厅提出了开展村落社区建设的设想,即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的指导下,以自然村为重点,由社区志愿者组织发动农村社区内村民通过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方式,自己办理农村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协助村委会承担农村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的部分管理、服务任务,使之成为完善村民自治的有效形式和重要载体。


 (1)运行模式。

江西省村落社区建设的运行模式,可以概括为“一会五站”。即在村落社区中成立以“五老”(老党员、老干部、老农民、老教师、老复员军人)和无职党员为主体,热心于村落社区建设的志愿者参加的村落社区志愿者协会;再通过志愿者协会下设的社会互助救助站、卫生环境监督站、民间纠纷调解站、文体活动联络站和公益事业服务站,组织村民开展各类活动。其运行机制完全是按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要求建立的。

(2)特点。

新思路:“一会五站”。2003年初,在确定把农村社区建设工作重点放在村落的时候,江西省民政厅便提出了以“一会五站”为载体的建设新思路。

新机制:“六方协作”。通过试点,江西省初步建立起一套村落社区建设的运行新机制,就是“党委政府领导、民政部门指导、村级组织牵头、志愿者协会主办、社会力量支持、村民广泛参与”。

新组织:发挥志愿者协会的独特作用。志愿者协会在村落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志愿者协会的参与者全凭群众推荐、个人自愿,社区建设能开展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不背负任何硬性任务、指标,也不给村民添任何麻烦,村民参与活动也是自愿的。

新机制:富有生命力。村落社区建设受到了农民群众的广泛欢迎,得到了各级政府组织的支持和称赞,富有生命力。第一,从其定位来看,以自然村为单位开展村落社区建设,不但有利于区内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建设和各项服务的开展,而且找到了一条贯彻《村委会组织法》的新途径,成为协助村委开展工作的新载体。第二,在农村广泛推广志愿者活动是在农村现行基层管理体制外的一个重要的机制创新和观念创新,为建立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同社会调节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走出了一条新路子。第三,“一会五站”把开展农村村落公益事业、卫生环境、文体活动、互助救助、
 治安纠纷调解等集于一身,并在不断完善之中,今后可望发展成为一种自觉的、有组织的、长期而又稳固的村民自治体系。第四,加强了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发挥了广大农村党员的作用,为党员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找到了一条有效途径。第五,农村村落社区建设重视发挥文化的作用,通过文化的纽带,建立起村民的认同感,增强村民的凝聚力,使党对农村政策的传导机制在基层能够比较畅通,这对政权的巩固,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起到了重要作用。第六,村落社区建设用民主化的机制、民主化的参与来唤醒社会的认同和社会的稳定,用共同利益来激发、激活民间的活力和潜力。这种制度设计,政府并没有出多少钱,但是把整个农村基层给激活了,把农民的发展愿望和积极性调动起来了。

(四)“社区设小区”模式

1.概念与基本内涵

在实行“多村一社区”或“一村一社区”的地方,大都在社区之下设“小区”。“一村一社区”的地方大都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单位设立“小区”;而在“多村一社区”的地方,大都以村为单位设立“小区”。社区建立集服务、管理和活动于一体的社区中心,为村民提供公共服务。在社区下设小区,村民在小区内实行自治,开展自我服务和互帮互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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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规定,原则上一个行政村建立一个社区服务中心,经济条件较好或规模较大、居住分散的行政村,可在每个自然村设立社区服务中心,由此形成“社区-小区”的组织结构。吉林省将农村社区定位在村一级,但根据东北农村村屯距离较远的状况,要求各试点村积极将服务向自然屯延伸。要逐步在离村中心较远的自然屯设立服务网点,建立集农民议事与活动于一体的服务站点或农家大
 院。如桦甸市、扶余市与长春市的宽城区及二道区等实验县(市、区)已经开始在部分自然屯设立服务站点。

2.主要特征

该模式实现了公共服务的分类供给,在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村民自治间取得了较好的均衡。

3.优缺点分析

该模式的主要优势是在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与村民自治间取得了较好的均衡。其主要缺点是增加了管理层级和管理成本。

4.案例——湖北省钟祥市

钟祥市位于湖北省中部,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长寿之乡,也是国家可持续发展综合实验区,全国科技、教育、文化先进县市,总人口101.7万人,现辖17个乡镇(办事处)、3个国有农牧场、2个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01年,钟祥市开始社区建设,2011年社区总数已达54个(其中城区19 个,乡镇31个,农村试点社区4个),覆盖人口41万人。2006年底,钟祥市被湖北省省委、省政府评为创建和谐社区先进市; 2007年又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市。2008年初,钟祥市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把农村社区建设工作作为重要工程,全市上下扎实推进以“自治好、发展好、管理好、服务好、环境好、风气好”六好为重点的和谐社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磷矿镇陈安村和石牌镇彭墩村作为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示范村,也取得了不少建设农村社区的经验。

钟祥市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会四联”,“湾长”理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一会”即为村民提供无偿服务的农村社区志愿者协会。社区志愿者协会以建制村为单位组建,协会成员以“两委干部”、农村“五老”、村民代表为主体,以热心农村社区建设的农民志愿者为补充;协会下设“分会”,“分会”实行“湾长”负责制。

“四联”即以社区志愿者协会为平台,以自然湾落为单元,开
 展事务联管、文明联创、服务联动、平安联建,实现村内湾湾联、湾内户户联。它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区服务整体协调发展。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实行“一会四联”管理服务模式,符合农村特定的地域宗族情结,能够充分调动村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各个湾落之间又联系紧密,团结在社区志愿者协会周围,服务农村群众,农村社区建设逐渐为群众所接受和推崇。

钟祥市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以来,试点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容村貌得到了很大改善。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自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以来,钟祥市加强了生产生活设施建设工作,重点开展四通(通路、通水、通电、通信息)、四改(改水、改灶、改厕、改圈)、四化(硬化、亮化、绿化、净化)工作。试点村陈安村积极筹资进行水、电、路建设,架设自来水管,使全村喝上了干净、卫生的自来水;建成通村公路,把水泥路修到了每个农户的家门口;积极改厕、改厨、改圈,修建沼气池,使得80%的农户用上了清洁、卫生的沼气。彭墩村筹资1 200万元建成了10多公里村组水泥公路、近万平方米绿化带、农民广场等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基本实现了村、组公路硬化、绿化、美化。

第二,教育文化方面。钟祥市一直把推进各村的教育文化工作当作重点来抓。陈安村通过志愿者协会及其分会,建起了村民文化活动中心、村腰鼓队等,开展拔河比赛、健身比赛、“巧妇人”等评比竞赛活动,修建喷水池、篮球场,购买健身器材,极大地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彭墩村升级完善了村小学,免费对中青年村民进行学习和实用技术培训,同时以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重点,广泛开展各种村民喜欢的文体活动,丰富了村民业余文化生活。

第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钟祥市以推行村务公开、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村民议事为重点,深入开展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提高村级民主管理水平。陈安村党支部在村民代表中推选6人组成民主理财小组,对农村财务进行民主管理、对村财务收支定期集中审
 核。同时,设立村务公开栏,栏目中有各种群众关心的问题,如村财务收支状况、计划生育政策、低保申请程序等,栏目中公布的内容要随时随地接受村民的审核监督。彭墩村更是将村务公开延伸到组,村务公开群众满意率达到百分之百。

第四,服务体系建设方面。钟祥市规定,每个农村社区要建立一个为村民服务的综合服务中心,设立服务大厅,为村民提供各种社会保障方面的服务。陈安村通过农村社区志愿者协会及其分会,帮助村民解决大病医疗救助、农村低保、维权咨询等问题,同时,由协会及其分会组织村“两委”成员、党员、技术员,对特困户实行“三帮一包”,即帮思想、帮技术、帮资金,包三年脱贫,收到良好的社会效应。

(五)“集中建社区”模式

1.概念与基本内涵

“集中建社区”是在新规划的农民集中居住的居民小区设立“社区”。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农(牧)民聚居设社区。如江苏、成都、天津等地都提出“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居住向规划社区集中、工业企业向园区集中”,支持和鼓励农民“迁村腾地”“集中居住”。随着规划小区的聚居、人口的增多,为了加强管理、提供服务而单独设立社区。另一种是以甘肃阿克塞县为代表的在人口自然聚居而形成的地区设立社区。阿克塞县是甘肃省唯一以哈萨克族为主体的自治县,全县辖2乡1镇10村。全县人口为9 100人,牧民所占比例较大,基于牧民农忙时分散放牧而农闲时在县城集中居住的实际,在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工作过程中,将全县3个乡镇10个村整合成1个民族新村牧农村中心社区,建立牧农村社区服务中心,下设3个牧农村社区服务站,配套党员服务站、社区工作站、文体活动中心、警务室、社区保障事务所、图书阅览室、医疗服务站、便民服务站、居民学校等,由此形成全县设立“一社区一中心三站”的社区模式。


 2.主要特征、适用范围和优缺点

该模式的主要特征是:由政府主导推动,需要巨大的启动资金。该模式主要适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郊农村。

其主要优点是:紧密结合城镇化进程,通过整合农村土地资源并实现市场化流转,提高了农民的土地收益,不仅获取了农村社区建设的资金,还为城市发展提供了空间,实现了城乡统筹发展。

其可能的缺点是:原有的居住模式、邻里关系受到破坏,社区归属感降低。社区规模扩大,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形成。

3.案例——成都市

成都市以产业发展为先导,结合农村土地整理、农村宅基地归并,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筹资模式。

成都市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最大亮点是创新了资金投入方式。成都市成立了市属国有独资公司——小城镇投资公司,注册资本金1亿元,主要职责是引导和集聚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投入小城镇建设,参与小城镇综合开发。为提高公司的融资能力,成都市实行“改拨为投”机制,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全新投入方式,2007年起从市级财政中安排小城镇建设资金4亿元,以后每年安排的资金增幅不低于10%,用于搭建小城镇建设投融资平台。小城镇投资公司提出“1113模式”,即“一个原则、一种模式、一种机制、三个目标”的农村新型社区建设项目整体推进思路。其中,“一个原则”是指“坚持农村新型社区建设与农业产业化项目相结合”;“一种模式”是指探索“拆院并院”和土地整理统筹实施的“区域综合整理”;“一种机制”是指建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市场化流转配置;“三个目标”是指最终实现土地高质量地向规模经营集中、农民高质量地向社区居住集中、现代农业跨越式发展与农民持续增收。

关于小城镇投资公司的运行机制,其操作程序是:区(市)县申报项目,提供项目材料—进入公司审查程序—进入公司实施程
 序,进入实施程序后,区(市)县要与该公司签订投资意向,然后就按照正常建设程序展开建设。其经营范围包括三个方面:对全市小城镇建设进行投融资和投融资管理;对全市小城镇建设进行建设管理、经营管理和综合开发;对全市小城镇的土地开发整理进行投融资和投融资管理。

专业公司按照现代企业的运营模式,归并使用新型社区建设的土地指标资源,对规划的非建设用地范围的农民宅基地进行整合、包装,然后在可建设区域内提前配建学校、医院、超市等公建设施建设,将农村集体用地快速从“生地”变成“熟地”,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新型社区建设,并将城市社区物业管理标准引入新型社区。

专业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与金融机构合作,引入信贷资金和社会资金进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土地管理,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时引导农民以承包土地协议作价入股,公司则投入风险资本入股,组建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以共同开发、集体经营等形式推进农业产业化项目、农业生态旅游开发,并为它们提供信贷担保。

(2)组织建设和公共服务。

温江区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3+1+1”治理模式。即在村级设置社区党总支、社区居民委员会、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社区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社区服务站。社区党委(党总支)是社区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各社区根据党员从业、年龄、居住等特点下设若干支部,领导社区内各类组织开展工作;社区居民委员会负责办理本社区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工作;社区议事监督委员会接受镇(街)纪委的指导和社区党组织领导,主要议决并监督社区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事务;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经营,在壮大集体资产的同时,加大社区公益事业的投入,促进社区全面建设;社区服务站接受镇(街)政府的领导,承担应由政府提供的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工作,大力发展社区民间组织,成立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文艺表演队、居家养
 老服务站、社区志愿者、社区义工队,引导他们参与社区共建,提高社区自治水平。

坚持按城市社区的标准建设农村社区,按照“八个一”(即一个活动室、一个医务室、一个警务室、一个公交车站、一个便民店、一个幼儿园、一个农贸市场、一个就业服务站)的标准,大手笔推进,规范化管理,使社区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特色鲜明、群众满意。高标准规划建设社区活动中心。按照“选址定点科学化、资金投入多元化、建设方式监管化、功能效益最大化”统筹制定村(社区)建设规划,2003—2012年,先后投入资金1.2亿元建设全区农村社区活动中心,建成了花土、新华、惠民、天乡路等23个功能完善的社区活动中心,活动中心按照方便群众、满足群众生产生活服务需求的原则,划分为办公区、服务区、活动区和宣传教育区,科学设置了远程教育网络、卫生服务室、便民小超市、老年活动室、残疾人活动室、文体休闲广场等便民场所,为群众提供便民服务,提升村(社区)建设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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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发展方向

我国今后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方向何去何从?我国未来农村社区在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快速推进中应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建设模式和管理模式?这是我国目前农村社区建设中必须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未来完善方向

我国地域广袤,空间差异巨大,各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环境条件不同,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模式不可能整齐划一,只采取一两种模式,应该允许不同种类的建设模式共存。随着农村经济
 社会发展和农村城镇化进程及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应该因地制宜探索农村社区建设的新模式,并且予以扶持引导,让各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彰显自身的特色,走出各自适宜的、科学的建设模式。真正地把农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现代型社会生活共同体。根据目前我国已经取得的一些农村社区建设成功经验,并借鉴城市社区的发展路径和合理做法,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未来完善方向可概括为以下几方面。

1.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

农村社区承载的主体、活动的主体和服务的主体都是农民,因此,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选择以及建设路径都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并与农村自治有效对接。

2.规划引领,避免无序

进一步完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要避免以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零碎操作的无序做法,应做到农村社区规划先行,对目标区域的农村社区建设进行整体的科学规划,并注意衔接上层城乡规划、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及相关专门规划,在获得有关部门机构评估认可和审批后方能实施建设,并把社区规划与社区管理结合起来。通过规划引领,社区建设可以少走弯路,避免无序,最大限度地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利用效率。

3.结合社区经济发展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是要建立资源高效利用、要素合理配置、农民持续增收、生态逐步改善的新型农业生产体系和不断提高农村社区的综合生产能力。因此,农村社区的建设一定要结合社区经济发展能力培育和水平提高来实施。从国家层面上看,这关系到我国农业现代化和粮食安全问题,从微观层面上看,这关系到农村社区本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没有为经济发展服务的主题,农村社区建设的成效难以形成,也无法持续。因此,结合社区经济发展的目标来展开农村社区建设是必要的。其主要关注的内容和环节包括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科技创新、促进农
 业产业化经营、建立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强农村社区防灾减灾能力建设等方面。

4.融入城市(城镇)一体化发展

农村社区建设融入当地城市(城镇)一体化发展是我国未来一段时期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快速推进的必然趋势和要求。按照目前我国城市化的发展速度,预计未来15年内,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5%～70%,也就是将进入城市化趋于成熟的阶段,到那时,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享有的设施条件和公共服务差距将变得很小,城乡一体化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因此,今后我国农村社区的规划与建设应做到未雨绸缪,前瞻性地、主动积极地融入城市(城镇)的发展。这既是应对我国快速城市化、工业化、城乡一体化的明智之举,也是提升农村社区建设层次、避免适应未来重大城乡变革可能引发巨大成本浪费的重要途径。而且融入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全符合我国目前统筹城乡发展、积极推进城镇化、缩小城乡差距、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取向,因而可以获得政策和制度层面的支持。

5.结合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

我国农村地区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很多地方长期以来形成了其独特的地域性文化资源。这些文化资源既是当地的宝贵人文财富,也是构成当地人们特质文化心理和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往往在当地起到重要凝聚力的作用,当然也可能作为当地资源被开发并带来可观的经济价值。因此,农村社区建设所采取的模式,应注重结合当地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切不可为了一时的便利而造成传统文化资源的毁坏甚至毁灭。

6.建立健全相关制度和机制

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多种多样,每种模式都有其适用的场合和固有的利弊。为了发挥各种建设模式的优势且最大程度克服其不足,还应注重相关制度和机制的建立健全。在制度层面上,比如建立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评估审批制度、农村社区建设的国家规范与标准、农村社区建设的监管体系以及农村社区建设的绩效评估体系等。在
 机制层面上,比如建立保障农村社区建设实施的组织领导和工作推进机制、多元投入机制、多层次的社会参与机制等。

二、根据不同类型采用相应的建设模式

我国各地农村社区由于其所处位置和环境条件相异,因此各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区分不同类型,采用不同的建设模式。就目前而言,综合相关研究,主要可归纳为下列几种类型。

1.城市改造型的建设模式

这种类型的农村社区往往属于城中村或处于城市周边被城市化覆盖的地区。这种类型的农村社区建设,要结合旧城改造和城区建设,运用房地产开发模式进行整村拆迁改造、迁村并点、连片开发,农村居民按其意愿进行市民化。

2.驻地集聚型的建设模式

这种类型的地区,农村社区一般邻近或正好处于城市郊区或是乡镇(街道)机关驻地。这种类型可通过多种形式将城郊村和乡镇(街道)机关驻地村建设改造成为社区,吸纳周边村庄农户入住,并将周边村庄整体拆除复垦。

3.多村联建型的建设模式

这种模式以条件较好的中心村为依托,统一组织建设社区,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并将周边村庄整体拆除复垦。

4.园区带动型的建设模式

因产业园区建设需要对周边村庄实施拆迁,按照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标准,统一组织建设集中居住区(含为企业配套建设的公租房),同步配套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使园区发展获得空间,农民就业有岗位保证,农村社区得到改造更新。

5.强村兼并型的建设模式

一地区内部的各村庄由于历史和现实的主客观原因,发展参差不齐,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强弱分化。这种类型地区,可鼓励、引导
 经济强村通过兼并周边经济欠发达村,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实现以强带弱、共同发展。

6.村企共建型的建设模式

在我国一些条件较好(尤其是发达的沿海地区)的农村地区,往往兴起了具有一定实力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这类地区可出台政策,以互惠互利为导向,引导、支持各类企业对相关村庄进行搬迁建设、整体改造,对腾空的土地及相关资源进行开发,实现企业扩张发展、村居条件改善的双赢。

7.搬迁重建的建设模式

对改建难度大,位于地质灾害威胁区、煤矿塌陷区、采空区、压煤区、水库库区、滩涂区或受污染严重不宜居住的村庄,国家或省(市、区)重大工程占地拆迁的村庄,实施整村搬迁,集中建设新农村社区。

8.土地增值开发的建设模式

对靠近城郊的农村地区,发挥其地缘优势,通过宅基地的合理置换,用置换出的土地进行招商引资,利用土地增值实现农村社区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共赢。

9.滚动发展的建设模式

对部分人口规模超大、一次性投入能力不足的村庄,按照统一规划、统一配套、统一样式、统一标准的要求,实行滚动式分阶段建设农村社区。

10.自主重建的建设模式

在符合规划的前提下,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由农民自主重建规划的农村社区,政府配套基础设施或给予资金扶持。

三、根据各地具体环境和条件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

农村社区的具体管理模式,既要充分考虑不同类别村庄的地域
 文化环境、生态特点和产业发展模式,又要结合集体经济发展现状等各自属性特点,因地制宜,分门别类地采取合适的管理模式,不宜搞“一刀切”。归纳相关文献和做法,主要有如下五种类型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一)城中村型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列入中心城、中心城外围大型边缘集团以及新城规划范围的乡镇,即属于人员结构混合型的农村。这类农村社区管理要采用城市社区管理的理念、模式和标准,努力提高社区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二)中心村型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在城乡规划中被列入建制乡镇中心规划的新型农村社区,属于“复合型”的农村社区。这类农村社区的管理要以城乡一体化为理念,注重借鉴城市社区共驻共建、资源共享等方面的经验,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和治安环境建设,促进社区村民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平原村型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与现有村委会的管辖区域一致的平原村型农村社区,其管理要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城镇化、生活服务社区化、生活方式市民化为理念,着力搭建社区服务平台,辐射带动周围村向社区化发展。

(四)山区林地村型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分布在山区、林地、水库周边等地区的农村社区,其管理要以发展现代农业和生态旅游服务业为理念,着力建设能够传承民族历史文化、生态涵养功能强大、各具特色的休闲度假村庄社区。




(五)专业村型的农村社区管理模式

以地方种养殖协会、经济合作组织(协会)等特色产业为重要经济支撑的农村社区,其管理要以为村镇建设发展构筑强有力的产业支撑为理念,着力建设产、供、销“一条龙”的产业社区综合服务体系。





第七章　进一步推进中国农村社区建设的政策体系框架探讨

农村社区是国家现代化城镇体系的末端节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对于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步伐,建设美丽乡村,促进我国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章根据前述章节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历程、现状和存在问题的阐述,以及对已有政策的梳理,从解决现有问题和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出发,提出农村社区建设政策总体框架,如图7 1所示。





第一节　将科学编制建设规划 纳入农村社区支持政策

规划是引导农村社区建设按既定目标推进的重要条件和保障,然而,由于我国农村经济总体来说
 比较落后,乡村分布面广、零散,加之新农村建设启动时期不长,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还相当薄弱。因此,为保证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稳步推进,应将科学编制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纳入农村社区支持政策。规划应区分空间层次,进行分类指导,发挥地方优势,突出区域特色。

[image: picture]


图7-1 农村社区建设政策总体框架

一、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要区分空间层次,遵循农村特点

从国家、省域、县域三个层次出台科学编制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规范。国家层次的规划主要解决全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宏观部署、思想指导和原则方向问题,省域层次的规划主要解决省域范围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安排和统筹推进问题,县域层次的规划主要解决如何落实农村社区建设的具体实施问题。不管哪个层次的农村社区建设规划,都要遵循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和规律,
 其中省域和县域层次的规划要特别强调与相应层次的中心城、新城、小城镇以及村庄体系规划等各专项规划相衔接,可按照“地域相近、产业相似、习俗相同、便于发展”的原则,明确社区选址、功能布局、建设容量和人口规模,统筹考虑社区产业发展定位、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等内容。

二、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要进行分类指导,发挥优势特色

我国幅员辽阔,由于各地经济、社会、文化实际情况千差万别,具体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制定要注重分类指导,发挥地方优势,突出区域特色、农村特色、民族特色,既能满足农村社区服务与治理的新要求,又能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发展规划和新农村建设规划等有机衔接;规划功能定位、分布范围、设置模式、服务设施建设标准和投融资方式合理;注重社区活动场所等公益性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建设,逐步达到互联网络畅通、医疗站所联网、文体设施健全、集市交易方便、中小超市惠民、垃圾处置及时的规范化建设目标,使村民享有走平坦路、饮干净水、用卫生厕的现代农村生活方式。当然我国各地农村社区建设的条件和环境存在巨大差异,在短期内实现上述所有目标确实存在困难,但可以将上述目标作为政策的导向。需要指出,规划政策的导向,要强调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应该广泛征求村民意见,让利益相关的村民群众知情并积极参与,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充分讨论形成基本共识意见,报请上级政府部门审批后方可正式实施。

从实践来看,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往往在经济发展基础比较好、基层组织有号召力的乡村能够率先推进。对暂时还不具备建设条件的乡村,应先行做出整体规划,逐步引导,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基层组织办事能力和干部群众的思想状况,分类指导,渐次推进,不可急功近利,不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否则
 会欲速则不达。上述做法在一些地方通过推进实施被证明是可行的,比如河南省商丘市对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已经做出整体规划,按照产业集聚区、城乡接合部、乡镇政府所在地、一般农区的顺序逐步展开,针对县、市、乡的不同情况提出不同要求,分类推进实施,取得了良好效果。
[1]





注释



[1]
 中共商丘市委党校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课题组杨世松.建设新型农村社区问题探讨.商丘网,2012-04-01.







第二节　出台社区管理自治组织建设政策指导

对农村社区管理自治组织建设出台政策指导,推进农村社区管理自治的规范化。尽管不同类型、不同模式下的农村社区,其管理自治组织会有差别,应该区别对待,但可以给出原则性的政策方向指导,其基本内容应包括“六个机制”建设的政策导向:一是健全村庄社区党组织(村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二是形成社区民间组织和社区村民在服务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共管机制;三是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村庄社区工作队伍协同工作机制;四是建立外来人口能参与社区管理与服务的参与机制;五是建立驻地社会单位参与社区服务管理的共驻共建机制;六是形成尊重社区村民主体地位,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村民当家作主机制。





第三节　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支持政策

我国农村分布地域广大,空间差异显著,各地农村社区的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参差不齐,但总体而言,我国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比较落后,需要投入更大力度进行完善和补充。进一步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应从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入手,出台和完善相应的支持政策。

一、出台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标准

我国城市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各项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相对比较完善,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也为了建设城乡和谐社会后全面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我国未来要重点建设农村社区,其重要抓手是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一些地方推出了各自的建设标准,但目前还没有国家层面的标准。为了使各地区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有章可循,其建设标准应出台国家层面的导向性政策,比如规定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应根据当地实际按照邻近城镇的标准提供。

1.制定按城镇标准建设农村社区各项基础设施的导向政策

综合考虑各地人口规模、资源环境、产业定位、辐射半径和空间承载能力等因素,在充分利用原有设施的基础上,各地原则上应按照城镇标准建设和完善农村社区的道路、交通、供水、排水、电力、燃气、热力、园林、环境卫生、通信、邮政等基础设施。

2.制定按城镇标准建设农村社区各项公共服务设施的导向政策

根据各地区实际,按照相应城镇标准统筹建设农村社区服务站、卫生服务站、科技文化活动中心、体育活动场所和教育、养老、法律服务、警务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积极发展商业、服务业,引导连锁超市(便利店)、再生资源回收站点进驻社区,鼓励连锁超市(便利店)拓展缴费、手机充值等服务功能。努力提高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让“30分钟～1.5小时社区公共服务圈”尽可能覆盖全国更多的农村社区。




二、出台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生态环保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必须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按照建设实用、绿色、低碳、环保的要求,在农村社区建设规划中要注重保护、传承所在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和乡土特色,在建设中注重保护好自然环境,在发展中注重保护好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使社区的规划、建设和发展与环境相协调。对于违反生态环境保护准则的建设应予以取缔和处罚。





第四节　完善农村社区建设的财政扶持和多元化投入政策

农村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政府财政投入当然是支持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因此需要出台和完善相关的财政扶持政策。但完全靠公共财政包下来,现阶段在我国绝大多数地区还难以实现,当然也不可能指望农民作为主力分担。要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的形成,而这需要国家出台相关鼓励和配套政策。

一、出台和完善农村社区建设的财政扶持政策

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资金普遍比较短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用于农村社区建设的资金更可谓是捉襟见肘。因此,中央政府应配合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对农村社区建设进一步出台和完善财政扶持政策,加大对农村社区建设的财政支持力度。从中央到省、市、县政府,逐级建立农村社区建设专项财政扶持资金,专门用于
 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编制、土地调整、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等方面。中央和省级层面应考虑对欠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的政策倾斜。

二、构建农村社区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机制和完善相关政策

鉴于国情现实,我国各地区可根据当地实际条件和环境,建立多元化投入机制,调动社会各方力量,构建以公共财政支持为主(导),村集体、个人、企业组织和民间机构等多元参与的农村社区建设资金供给体制,逐渐建立以各级财政、村集体积累资金投入为主体,以各级涉农资金、单位帮扶投入为辅助,以村(居)民自愿捐助、社会各界赞助为补充的农村社区建设多元化投入机制。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很多地区(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客观上已经具备多元化投入机制建立的条件,缺乏的只是政府层面的政策鼓励和支持。在我国已有实践案例中,河南新乡、许昌等地的做法表明,村民可以将现有耕地通过租赁形式,由现代农业公司、农业合作组织或种粮大户经营,从而取得租金,还可以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整合腾出的土地用于发展企业,鼓励村民以入股的方式取得股金。天津、成都等地在统筹城乡发展中采取“宅基地换房子”的做法,有效地缓解了部分农民资金紧缺问题,加快推动了当地农村社区建设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这些做法都可以借鉴。具体制定鼓励农村社区建设的多元化投入政策应关注五个内容。

(一)指导思想上要明确政府主导和农民主体的关系

农村社区建设要以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体,并动员、鼓励村社集体、农户个体以及工商业主经济、合作经济等经济体分担农村社区建设的成本,建立公共财政投入和私人及村社集体等多方自愿
 投入相结合的多元化投入体制和机制。

(二)整合资源,搭建农村社区建设资金投入的公共平台

来自国家不同渠道的支农惠农资金如农业农村部、自然资源部、民政部、交通部、水利部、扶贫系统等支农扶贫部门提供的资金,可以农村社区为公共平台进行整合。这些资金除了按规定投入建设项目外,也可以由社区组织根据社区建设需要进行灵活统筹安排,只要这些资金确实用在了农村社区建设项目上,就应该给予肯定。当然资金的使用要有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并对社区公示。

(三)为扩大农村社区建设融资渠道疏通障碍

逐步清除农村社区建设中金融机构融资的体制与机制性障碍,鼓励各类商业银行服务网点延伸至农村社区,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融资服务;鼓励农村合作银行、农村社区银行等服务农村的新型金融机构的发展;创立农村集体资产的抵押、质押等融资形式,保障融资安全。进一步为开辟农村社区、建设新型融资渠道提供政策支持,比如为农村社区建设发行专项国债,发行债券融资,建立农村社区建设基金等。

(四)出台政策,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农村社区服务

例如,对投资者建设项目的收益给予政策保护,对投资者投资农村社区建设项目进行减免税,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农村社区建设的可以其投资额冲抵增值税、所得税,对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农村社区建设项目实行低息、贴息贷款。鼓励大型企业和财团与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联合实施社区改造;以政策为导向支持大型企业融资投向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以自有资金入股的形式,组织股份制公司企业参与农村社区建设,包括投入建设产业园区项目和服务性基础设施项目,等
 等。总之,要鼓励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以多种投资方式参与农村社区建设。

(五)鼓励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

综观我国各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可以发现,凡是集体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其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各项公共服务配套都比较完善,社区组织运转顺畅并有凝聚力。其原因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支持,各种建设项目不存在(或少有)资金之虞。由此得到启示:要在政策上鼓励并扶持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为农村社区建设的可持续运行提供长效机制。政策支持,一是要给各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扶持政策;二是要给予农村社区发展集体经济更大的制度创新空间和资源支配空间,鼓励农村社区组织为发展集体经济进行多种制度创新尝试、新路径探索和新产业发展。





第五节　探索和完善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土地政策

我国是一个耕地资源并不充裕甚至短缺的国家,农村社区的建设必须要把对耕地尤其是基本农田的保护放在第一位,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集约节约用地的原则,在此前提下,积极探索和完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涉及的土地政策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可尝试按照享受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相关政策来进行农村社区建设。

(1)农村社区建设中的土地使用涉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拆旧和建新的情形,可按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相关政策实行整体审批,不再单独办理农用地转用手续。

(2)农村社区建设中通过土地整治腾出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首先要考虑复垦为耕地,规划继续作为建设用地的可统筹用于社区
 农民旧房改造、新居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以及农村非农产业发展用地。

(3)仍有节余土地的,可考虑将少量指标作为建设用地指标在本地区(限区、县一级)内调剂,并推行有偿使用制度,且其土地增值收益必须全部返还农村,用于农村社区及相关项目建设。

(4)农村社区内有乡镇和村集体经济组织等经济主体需要使用社区内产业用地发展相关产业的,应由上级国土、农村工作等部门来裁决土地征用占用方式。

此外,为了节约农村土地,响应我国推出的新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和城市化积极推进政策,鼓励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民向城镇集聚。农民自愿放弃宅基地到城镇购置商品房定居落户的,经村、镇及建设、国土部门按要求审核并签订相关协议后,由财政按拆除农房面积进行合理补助。制定具体办法,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到本镇规划的城镇社区集聚。





第六节　强化农村社区经济支撑

农村经济建设是农村社区的一项基础功能。与城市社区居民职住分离、城市社区主要注重服务与管理不同,农村社区的农民生产活动与居住场所高度统一,土地是其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依靠,因此农村社区的经济意义更为明显。无论从国家粮食安全还是农民自身发展来讲,农村社区经济建设都非常重要。每个农村社区都应建立一套支持农民开展生产和消费的服务设施,实现农业资源和产品在国家—社区—农民中的合理分配和流通,只有这样农村社区才成为一个功能较为完整的社区。农村社区经济支撑的重要意义还在于,经济建设的好坏是农村社区建设成功与否的关键性因素。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路径下,农村社区逐渐向城市社区演进是必然趋势,而推动农村社区不断创造物质财富、不断提高文明程
 度的物质基础和重要因素正是经济。我国一直在着力解决“三农”问题,农村社区经济建设是其重要抓手。因此,我国在2007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时将生产发展列于首位,可见农村社区经济建设的重要性。从实践来看,凡是经济发展得好的地方,其农村社区建设也往往搞得有声有色,社区功能运转良好,反之,经济发展得不好的地方,其农村社区建设则不太令人满意。因此,农村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必须强化其经济支撑。

长期传统农业大国的历史和启动期较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使得我国农村社区经济建设具有多种不利因素,主要包括:人多地少,农业低效;农村专业和兼业就业结构变化;乡镇企业不再是引领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形式;资金、技术扶持贫弱无力;农业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恶化形势日益严峻;农业基础设施薄弱,难以支撑农业现代化;市场配置资源机制不健全;商业流通体系滞后;产业化经营组织体系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农民组织社区经济合作艰难以及农村、农业人才匮乏等。
[1]

 要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化解农村社区建设的经济短板,一是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加快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开发农业作物栽培、农业旅游、农业科普等多种功能,多元化经营,培养农业人才,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培育和健全农村市场,强化党的农村工作领导,确保农业现代化高效推进。二是积极推进农村经济合作。农业规模化、市场化经营,需要推进农村经济的合作。农村经济合作组织有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社区合作社、股份制合作社、经济联合体等多个种类,不同的合作组织各有利弊和适用情形,因此各地在推进经济合作时应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合作组织形式,选择的基本原则是能极大地调动农民的参与热情、极大地优化利用各类本地资源、极大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极大地提升农民收入水平。三
 是完善农村金融支持机制,通过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和创新,设立面向“三农”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推进农村农业发展的金融机构,逐步解决我国农村地区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并有利于加快形成面向农村的多元化、多种类、覆盖面广、服务高效的金融服务支持体系。四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推进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加快农村土地的流转,提升农村土地的价值,让农民分享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红利,提升农民的经济社会地位。



注释



[1]
 师坚毅.新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70-78.







第七节　完善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组织政策和人才政策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方面,需要各级政府机构的密切配合和一致行动,通过完善组织政策构建和完善自上而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组织体系。另一方面,农村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和后续进入良性发展轨道,离不开人才的支持,因此需要配套完善相应的人才队伍建设和发展机制与政策。

一、完善农村社区建设的组织政策和组织体系

根据我国行政层级和农村社区建设推进的要求,在组织政策上可考虑形成省(直辖市、自治区)—县(区)—乡镇(街道)—村四级严密的组织体系,以保证农村社区建设的顺利实施。具体可考虑如下组织职责架构。

(一)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农村社区领导小组统筹协调

农村社区建设由省一级政府来具体部署实施比较合理。自2004年我国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来,省一级政府都成立了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及类似机构,农村社区建设可以此为依托,进行统筹协调,建立“部门联动、政策集成、资源整治、资金聚焦”的工作机制和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省级相关部门抽调专人作为办公室的组成人员,强化组织协调,为农村社区建设基层提供服务。

(二)县(区)政府制定农村社区建设实施方案

县(区)政府是农村社区建设的责任主体,由县(区)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或相应机构统一组织协调,具体工作由县(区)新农村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实施。各县(区)要根据农村社区建设规划要求和上级政府的统一部署,结合实际,制定农村社区建设的具体实施方案,因地制宜,逐步推进。

(三)乡镇(街道)负责属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组织和管理

乡镇(街道)一级政府负责统筹本属地农村社区建设的规划、组织、管理和督促检查。要根据当地村庄体系规划的要求,统筹好农村社区建设与城镇化进程的协调发展,对所有村庄进行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制定方案、组织实施。

(四)村级组织作为主体实施农村社区建设

村级组织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实施主体,也是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和维护农民权益的组织保障。要尊重群众意愿,通过民主决策和审批程序组织好农村社区建设。

二、构建和完善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人才培育政策

我国农村社区的建设和管理人才数量严重不足,人才素质难以满足社区建设和管理的需要,人才队伍结构不尽合理,这是当前制约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的重要阻碍因素。因而出台和完善自上
 而下的农村社区建设和管理人才培育政策,加强对现有社区人才队伍的培训,通过多种渠道吸纳人才,构建结构合理、素质较高、满足需要的农村社区人才队伍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人才培养政策应涵盖下列内容。

(一)构建人才培训体系,储备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服务人才

政策导向上,应加快农村社区各类人才培训体系建设。可依托农村地区针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的现有培训体系为基础和重点,广泛建立各类农村社区人才培训的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体系,搭建农村社区人才的基本教育网络。同时加强与地方高校、各级地方政府党校的合作,建立农村社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训基地,广泛开展对农村社区人员及后备人才的职业素养、技能等内容的教育培训。建立农村社区建设、管理服务人员培训考核制度。所有参与农村社区建设与管理的人员都必须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方能上岗,上岗人员须定期参加继续教育培训。逐步建立农村社区服务人员的持证上岗和竞争上岗制度。

(二)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社区工作

出台促进大学毕业生到农村社区工作的相关激励政策,建立相应制度。这一工作应由民政部门协同教育部门、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等共同实施。其内容应具有一定吸引力,如大中专院校毕业生到农村社区工作一定年限后在考研、考公务员方面享有优惠政策,对立志长期从事农村社区服务的人员制定奖励制度与政策等,建立农村社区服务岗位公开招聘制度。各级地方政府的民政部门要协同相关部门,每年推出一定数量的农村社区服务岗位,向大中专院校毕业生进行公开招聘。出台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社区工作的具体激励措施。

(三)激励农村社区志愿者建立和发展的政策

出台相应激励农村社区志愿者及其组织建立和发展的政策,为
 农村社区志愿者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通过政策疏通社会成员进入农村社区当志愿者的通道,鼓励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教师、医生和其他社会成员离退休后返乡或就近从事农村社区服务工作,为社会成员进入农村从事社区服务工作扫清障碍,如可以允许在其服务的社区申请农村宅基地等。要对农村社区志愿者实施有效激励,包括社区内部的志愿者和社区之外的志愿者,各地区可根据自身情况出台切实可行的志愿者激励措施。





第八节　进一步建立健全农村社区建设的体制机制

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还刚刚起步,其体制机制尚不完善,总体上还处于摸索阶段。可借鉴相对成熟的城市社区建设经验,以及已有被证明是好的农村社区建设经验(比如我国300余个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区)中比较成功的案例),并根据我国各地区自身的现实特点,进行多层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其中,三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创新尤显重要,即建设发展模式创新、综合配套改革和社会管理创新。

一、推动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模式的创新

如前所述,我国农村社区所处的地域特点千差万别,建设和发展模式不可能从一而终,不顾条件地采取“一刀切”的模式只会深陷困境,不会取得预期效果。因此,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要充分考虑平原与山区、干旱与湿润、生态环境承载力大与小、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大中城市邻近区与远离城镇的边远区、农区与牧区等各种不同地区的不同特点,在认真总结已有的比如联村共建、村企联建、搬迁重建等建设模式,以及园区带动、滚动发展、自主建设、合作开发等发展模式的经验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大胆创新,渐
 进稳妥地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二、推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配套综合改革

农村社区的建设只靠单方面的创新可能难以顺利推进,需要多方面的配套性综合改革才能更好地实施。比如要考虑农村社区要全面、妥善地推进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及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等方面的改革配套问题。又比如可尝试根据各地农村社区建设实际,探索多元化征地补偿安置方式,以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实现农民权益股权化,使农民成为拥有集体资产的新式农民。

三、推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社会管理创新

积极探索因地制宜的农村社区建设中的社会管理创新。现阶段,从农村社区建设中社会管理创新的可行经验来看,在农村社区设立“一站式”办公服务中心,提供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社会救助、计划生育、外来人口等服务,是一项值得在全国大范围推广的创新性做法。此外,还应积极培育和发展各种民间中介组织、行业协会、专业经济组织协会和社区志愿者组织,通过逐步建立公共服务、社区志愿者服务和互助服务等相互配合的综合性服务体系这一社会管理创新,可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小事不出社区,大事有人代理”的农村社区社会管理良好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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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农村社区是我国新型农村社会建设的基层组织载体,农村社区建设是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微观支撑抓手。自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后,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扎实推进,2017年以来遵循中共十九大提出的“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村社区建设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和显著成效。十余年来学界对农村社区相关问题的研究保持高度关注。作者有幸参与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助的项目“中国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社区建设研究”,本书正是基于该项目的研究成果整理拓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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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丛书》总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前言

随着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作用日益凸显，作为保持和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核心因素，技术创新已成为引领企业高速持续发展的强大引擎，不会创新的企业，等待它的将只有死亡。然而，为了防止企业知识外溢等问题，诸多企业长期以来的创新战略以“闭门造车”的内部运作为主。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消费需求的个性化、社会化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社会信息生产方式的分布性及传播方式的平等性、用户创造内容引致的海量数据等现象的出现，企业面临的创新模式单一化、创新效率偏低、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时滞性等瓶颈性问题日益浮出水面。由此，Von Hippel（2005）提出了“用户是创新者”的革命性观点，诸多企业据此纷纷开始对企业传统创新模式进行反思，并意识到在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过程中，社会化创新及公众参与创新的趋势日渐明显，即通过与网民群体的密切互动，主动引导网民自觉自愿地参与其业务流程优化、产品设计、市场推广等关键业务环节，并根据其与大规模网民群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和反馈机制完成技术创新与产品设计优化等工作。至此，用户创新（user innovation）大量涌现，与此相应的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合作创新模式——“众包”（crowdsourcing）服务应运而生，即大规模网民群体的创新热情和创新能力彰显出更大的能量和商业价值，企业通过与网民群体之间的协同发展，充分挖掘以用户创造内容为代表的潜在突破性创新力量，以期实现企业创新模式的颠覆性变革，进而全面提升企业适应乃至驾驭外部竞争环境快速变化的动态竞争能力。

近年来，随着知识逐渐取代劳动和资本，成为经济活动中稀缺的生产要素之一，大量企业纷纷开始寻找最大限度挖掘对企业发展有益的创新知识资源的途径。与此同时，研究者及实践管理者对如何通过大规模网络众包机制实现创新模式的变革这一研究问题也给予了高度关注。众多实践管理者及研究者经过多年的努力探索，围绕其内涵、外延、特征、成因及大众参与动因等问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丰富的实践及理论成果。然而，由于网络众包及其对应的衍生型创新模式出现较晚，这一领域仍然存在很多研究局限。其一，目前探讨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理论基础的文献或研究成果较为鲜见，对网络社区众包创新模式的支撑理论也未形成统一共识。而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企业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以加深对这种新型创新工具的认识，并通过经验总结以提高企业众包创新的效率，这样的实践过程漫长而曲折。因而基于网络众包机制推动企业创新效率视角的相关理论亟待补充。其二，尽管国内外存在着诸多不同特点的网络众包平台，一些企业也借助这些平台实现了部分创新需求，但由于目前对网络众包创新平台的分类标准及框架模型仍缺乏统一认识，因而对企业选择科学合理的众包平台发布任务以提升其创新效率形成桎梏。其三，由于并非每个网民都适合提供众包创新服务，因此，企业必须明确自己的定位，选择自己所需的大众创新者，并对不同创新者实行差别化定位，以有效甄别和激励活跃的原始创新者及改进创新者。然而，目前对众包过程中潜在创新者本质特征的研究不足，与众包参与者甄别及精准定位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凤毛麟角。其四，众包是集接包方、发包方、众包平台三位一体的，众包创新系统的活跃度取决于接包方及发包方的参与度。然而，目前对众包参与者参与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和翔实，继而导致企业无法通过准确直击接包方与发包方参与创新的关键因素达到提升企业创新活力的战略目标。其五，现有创新模式激励机制研究成果大都围绕创新任务的委托代理关系展开，并直接将西方情境应用于中国实践，而对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众包问题缺乏针对性研究。因此，对基于网络平台的本土化、开放式企业众包创新模式激励机制的研究成果亟待丰富。

本研究首先基于Alexander（2004）商业模式理论，分别针对用户自发型、中介平台型以及企业自发型三种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甄选出国内外五组代表性案例，从产品、客户、基础设施管理、财务状况及激励机制五个维度展开对比性分析。其次，基于文献研究法总结得出网络众包模式所具有的主要特征，继而结合林南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网络理论，通过问卷调研，分别针对众包模式中的接包方及发包方特征进行了全面剖析。再次，基于UTAUT理论模型，构建接包方、发包方参与度影响因素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探究影响接包方、发包方的关键因素。又次，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虚拟社区六角形理论，对企业自发型众包创新模式的激励机制进行了分析；同时，基于博弈理论对中介平台型众包创新模式的激励机制进行了分析。最后，从网络众包商业模式、参与者特征、参与度影响因素及激励机制设计视角，分别提出了企业利用网络众包机制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为帮助企业回答“如何科学合理地运用众包创新模式？如何实现网络创新群体精准定位？如何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等一系列问题提供现实指导。

本书共包括8章，各章内容简介如下。

第1章，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研究背景与目的。本章主要介绍了本研究的研究问题及其起源，阐述了研究的理论及实践研究意义，刻画了主要研究思路及研究内容。

第2章，国内外理论研究及应用发展现状分析。本章主要对企业众包创新理论的相关成果进行了梳理，并以递进的逻辑顺序对网络虚拟社区、众包机制、企业创新模式、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机制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汇总分析，并指出了当前理论研究的局限性及实践应用的不足之处。

第3章，企业网络众包创新平台分类及其特征研究。本章基于Alexander（2004）商业模式理论，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产品、客户、基础设施管理、财务状况及激励机制等五个维度入手，综合分析了五组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案例，全面分析了不同网络众包平台的具体应用情景及其各项特征，并给出了本研究对应的第一个研究问题“对于具体企业而言，采纳何种网络众包平台进行企业技术创新更加科学合理？”的答案。

第4章，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参与者特征研究。本章通过选取国内两家最具代表性的网络众包平台——猪八戒网及一品威客网，基于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法，全面刻画了众包发包方及接包方的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并全面给出了本研究对应的第二个研究问题“企业网络众包创新活动的参与者与传统创新活动的参与者有何不同？”的答案。

第5章，网络众包创新模式参与者的参与度研究。本章借鉴Viswanath Venkatesh（2003）提出的技术采纳与整合理论UTAUT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全面分析了企业网络众包创新活动中接包方和发包方的参与度影响因素，全面回答了本研究对应的第三个研究问题“影响网民群体自觉自愿参与到众包创新任务中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第6章，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激励机制研究。本章针对用户自发型、中介平台型以及企业自发型众包创新模式，分别结合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及博弈论理论，通过理论分析和推导得出设置合理激励机制的方法体系，以提升网络众包创新模式参与者的活跃度，并激发更大的全民创新力量，继而全面回答了本研究对应的第四个研究问题“如何设计切实可行的经济激励机制及非经济激励机制，引导大规模网民自组织、无意识地参与企业网络众包创新任务呢？”

第7章，推动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发展的政策建议。本章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分别从众包创新模式科学合理运用方式、网民创新群体精准定位策略及合理激励机制设计体系等方面，对企业科学高效利用基于网络众包机制实现颠覆式企业创新模式变革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并全面回答了本研究对应的第五个研究问题“企业应如何有效利用网络众包创新模式，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持续高速发展呢？”

第8章，总结与展望。总结及回顾本研究所得的基本结论、创新点、研究局限，并对未来进一步的扩展研究工作做展望。

本研究系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ADA1516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6BXW04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ZH066）、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3JGA004）的资助。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的支持。感谢张莹、王悦、孙宝文、王天梅、刘琳等老师和同学为本书的撰写、修正、完善投入的时间精力与做出的各项贡献。感谢陆敏编辑投入时间和精力审读本书。

企业创新模式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业界实践者和理论研究者密切关注的话题之一，而随着网络众包机制的普及性应用，与之对应的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作为一个较晚诞生的理论研究议题和实践问题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本研究成果建立在国内外众多理论研究者和实践者既往研究及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期望能对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略尽微薄之力。诚然，由于课题组研究水平和研究范围有限，书稿中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第1章 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研究背景与目的

1.1 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源起

技术创新是保持和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Johansson and Braunerhjelm, 2003），不会创新的企业，等待它的将只有死亡（Chesbrough, 2003）。从国际形势看，今天的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和大调整时期，经济的全球化趋势、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金融危机的深远影响，给世界经济格局及国际力量对比形势带来了诸多新变化，综合国力之间的竞争也更趋激烈，创新能力更具有决定性意义。与此同时，近代以来的世界经济史表明，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往往也孕育着重大的创新契机，只有通过创新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才能快速实现危机后的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而从国内形势来看，我国正处于向创新驱动性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要求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十八大报告中进一步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完善科技创新评价标准、激励机制、转化机制。……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此后十九大报告强调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由此可见，创新力量不仅仅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更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强大引擎。

然而，为了防止企业知识外溢等问题，诸多企业长期以来的创新战略主要以“闭门造车”的内部运作为主，但随着经济的全球化、消费需求的个性化、网络社区和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社会信息生产方式的分布性及传播方式的平等性、用户创造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引致的海量数据等现象的出现（冯芷艳和郭迅华，2013），使企业面临着的创新模式单一化、创新效率偏低、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时滞性等瓶颈性问题日益浮出水面。在这一现实背景下，Von Hippel（2005）基于创新者与创新之间的联系将创新模式细分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三种类型，并指出用户在创新项目中承担了发明者或合作开发者的角色，提出了“用户是创新者”的革命性观点（Von Hippel，2005），诸多企业据此纷纷开始对企业传统创新模式进行反思，并意识到在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过程中，社会化创新及公众参与创新的趋势日渐明显，即通过与网民群体的密切互动，主动引导网民自觉自愿地参与其业务流程、产品设计、市场推广等关键业务环节，并根据其与大规模网民群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和反馈机制完成技术创新与产品优化等工作。至此，用户创新（user innovation）开始大量涌现（Von Hippel，2005），与此相应的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合作创新模式——“众包”（crowdsourcing）服务应运而生，即大规模网民的创新热情和创新能力彰显出更大的能量和商业价值，企业通过与网民群体之间的协同发展，充分挖掘以用户创造内容为代表的潜在突破性创新力量。

近年来，许多国外知名企业利用众包服务实现了技术创新，例如：思科公司于2007年借助Brightidea公司的创意管理网络平台组织的“I\|prize”外部创新竞赛，帮助其明确了新业务的投资方向。加拿大Goldcorp公司于2010年借助社会媒体公开了其全部历史地质数据，通过大规模网民的自愿参与和建议反馈，解决了RedLake矿区的矿脉定位问题。宝洁（P＆G）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等知名企业或组织通过在InnoCentive网站上贴出创新难题，并向全世界创新者征求最优解决方案的方式，解决了面对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工程学等众多领域的创新难题。

基于网络社区众包机制的创新模式的出现、发展与完善，对于解决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问题有重要现实意义。为中关村中小企业发展出高效实用网络社区众包服务平台，既能协助中小企业突破技术创新来源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创新创意支持，通过有效增加公众的参与度，充分激发大众网民的集体智慧，显著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也能通过用户创造内容的形式减少因企业在市场预测方面存在偏差等因素引致的投资风险，并生产出符合消费者现实个性需求的创新产品。


1.2 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的研究意义

1.2.1 现实意义

推动科技创新已是企业不容小觑的重要战略目标。目前，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企业已逐渐意识到，传统的企业创新模式已难以适应动态变化的市场竞争环境，更难以快速满足个性化的消费者需求，而开放式的众包创新模式则能有效弥补这一缺失。

企业的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实现前提就是要建设具有完善服务机制的众包服务平台。在以双向互动为主要特性的Web 2.0时代，众包服务平台的完善不仅可以推进现代服务业的完善，更可以为加快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创新步伐提供优质的实现基础。一方面，从大众网民出发，网民群体的声音在以互动性为主要特性的互联网平台上日益重要，用户创造内容也同步受到重视，由此相伴而生的、作为集大众智慧于一体的载体性网站——众包平台，则成了企业通过挖掘大众智慧、重塑企业创新模式，继而驾驭市场环境、把握市场趋势的重要利器。另一方面，从创新企业出发，众包创新模式作为互联网环境下有效利用网民群体智慧促进技术创新最直接的方式，具有引导、促进和推动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同时，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通过不断整合包含着消费者创意等信息在内的外部资源内部化的创新方式，不仅能较好地适应乃至驾驭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且能及时捕捉市场需求的动态演化趋势。我们设想如果能为企业发展出高效实用的网络社区众包服务平台，企业借此便能聚集更广范围内更多网民集体智慧的力量，并能够根据“1%的用户是活跃的内容创造者，另外10%的用户是内容的改变者，剩余的89%是跟随者”规律选择企业所需的大众，并对不同的创新用户实行差别化定位，以有效识别和激励活跃的原始创新者及改进创新者。综上所述，不难发现，基于网络众包平台的企业创新模式既能协助企业突破技术创新来源的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创新创意支持，通过有效增加公众的参与度，充分激发大众网民的集体智慧，显著降低技术创新的成本；也能通过用户创造内容的形式减少因企业在市场预测方面存在偏差等因素引致的投资风险，并生产出符合消费者现实个性需求的创新产品。

相应于国外的“众包”理念，我国早在2005年就提出了“威客”的概念。威客模式就是大众利用个人智慧换取收益的互联网创新模式。确切地说，众包是威客模式的子类，即奖金激励的创意方案悬赏。国内有不少威客网站，如猪八戒、一品威客、任务中国等。国内也有一些知名企业通过威客网站寻求外部创意资源。如联想2013年通过猪八戒网发起智能电子产品创意征集大赛，选择优秀的创新产品投入生产销售。与此同时，国内很多中小企业也通过猪八戒网、任务中国等平台发布任务，寻求创意方案，以弥补内部资源的不足。根据艾瑞咨询集团发布的报告，2004年威客平台的总交易额只有4.5万元人民币，而截止到2014年3月17日，仅任务中国网的总成交额就突破3 000万元，加盟的服务商超过300万个。

就众包网站的现实应用情况而言，众包应用在我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然而，国内外网络众包平台的发展时间仍然较短，只有十多年，仍存在一些现实问题，尤其是对基于此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及激励机制问题的解决方案仍存在亟待填补和完善之处。

主要现实应用的不足，如图1-1所示。具体而言，现实应用中的问题及其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众包平台设计、用户参与度提升以及用户忠诚度维系三个方面。

第一，就平台设计视角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其一，众包平台提供给发包方与接包方的沟通渠道不够充分和完善。艾瑞咨询集团于2010年调研发现，在猪八戒网上发布过任务的209个企业中，51.2%的发布者感到与接包方的沟通不足。这可能会影响最优方案的质量及其筛选过程。其二，发包方在众包平台上发布的众包任务对接包方缺乏吸引力。这一问题将影响任务接包方的数量，进而影响解决方案的选择范围、数量及其多样性，再继而影响最优方案的质量（Hautz等，2010；侯文华和郑海超，2012）。艾瑞咨询集团对猪八戒网等国内11个平台进行了调研，从各平台随机选取355个任务接受者，对网站知名度、操作简易性和任务数量等维度打分，最后计算出各维度的平均分，发现任务数量、任务多样性和任务周期这些维度的分数低，这说明接包方对平台上任务的满意程度低。其三，众包平台的操作业务流程有待优化。从上述调研中进一步发现，要提升平台对众包参与用户的吸引力，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平台在页面导航、操作流程等方面的人性化设计风格，使用户感到一目了然，且操作简单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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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现实研究视角及应用的不足



第二，就用户参与度视角而言，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其一，用户参与众包任务的积极性不高。艾瑞咨询集团发布的《2010年中国威客行业白皮书》中的调研数据显示，约三分之一的企业觉得收到的解决方案太少，这将极大影响发包企业后续的发包热情。其二，用户完成任务的努力程度不够。《2010年中国威客行业白皮书》进一步指出，31.1%的企业对任务完成的质量不满意。即发包方收到的接包方提供的解决方案未充分达到发包方的原始预期，由此，发包方认为接包方在接收和解决任务时的态度较为敷衍，且未付出充分的努力及发挥最佳的作用。其三，企业未充分把握住用户参与网络众包任务的主要动机。目前，众包网站主要通过经济激励的形式来促进接包方的参与热情，但在与接包方在线访谈时发现，部分接包方参与接包的主要目的并不完全在于获得经济报酬，而是期望认识更多志趣相投的同行朋友或是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认可等。企业在发包时很难全面了解不同接包方的接包动机，制约了企业找到最有可能提供最佳解决方案的接包方。

第三，就用户忠诚度视角而言，也主要存在以下三方面的问题：其一，大多数发包方不是众包平台的持续使用者。侯文华和郑海超（2012）从对时间财富网进行的为期一年多的调研中发现，在所有注册的发布者中发布任务数目大于1的发布者只占了34%。换言之，大部分发布者只发起过1个众包竞赛，或从未发布过众包任务。其二，大多数用户并非忠实于某一众包平台网站。很多用户会到多个网站上寻找感兴趣的任务，在哪个网站上发现了最吸引他的任务，就使用哪个网站去参与该任务。同时，艾瑞咨询集团也认为大多数人会同时使用多个众包网站完成任务。其三，平台激励发包方及接包方持续参与众包活动的措施不具针对性。结合前述所言的不同参与动机分析不难发现，平台为用户设定的激励机制不能固定在仅有的经济激励维度上，而应该对用户的参与动机进行充分挖掘和系统性分类，并针对不同类型的参与用户，设计出因人而异的激励机制。

上述不足均有可能降低最优方案的质量，而发包方最关注的就是解决方案的质量，这会影响发包方继续在众包平台上发布新一轮任务的意愿。于是发包方对众包平台的忠诚度可能会降低，继而因为发包任务的数量和吸引力下降等原因影响接包方的参与热情，最终导致整个网络众包平台的萧条，更无法推动企业利用网络众包机制实现创新模式的革新。因此，为从根本上弥补前述各种应用局限，亟待解决以下问题：其一，如何优化众包平台？众包平台应为问题解决者提供哪些便利条件和人性化的设计，以调动其参与任务的积极性？其二，通过众包平台发布任务的企业如何调动大众网民的参与热情？概括为一个核心问题便是：众包平台和发包方如何吸引大众参与任务，以提高其参与意愿。其三，如何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换言之，如何有针对性地因人而异（针对不同接包方类型）、因地制宜（针对不同众包网络平台）地设计不同的激励措施，以提高用户的持续参与活跃度。

因此，正确认识网络众包平台和全面理解众包创新模式的发展及实现机理，利用网民集体智慧推动企业的技术创新步伐、利用众包参与和社交网络的口碑效应优化科技成果转化实效，不仅具有引导、促进和推动中关村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同时对于帮助这些企业在动态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下全面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服务企业创新战略的实施、优化现代服务业及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2 理论意义

企业传统的创新模式，即封闭式创新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求，开放式创新是目前企业创新的主题，即将外部资源内部化，在创新过程中整合外部资源，外部资源也包含来自消费者的创意。用户创新的观点曾于1976年提出，而新兴的众包创新模式关注的是范围更广泛的大众群体如何在Web 2.0环境下依托互联网开展创新活动，众包机制中参与企业创新活动的主体既可以是企业内部的员工，同样也可以是企业外部的任何人。如此一来，网民大众全体便自然而然成为弥补企业创新资源不足的重要源泉。众包机制的出现重塑了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对众包机制的研究有利于探索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新兴技术创新模式，继而发展和完善现有的企业创新理论。

目前，在关于众包的相关研究成果中，主要侧重的是众包内涵与外延、商业模式、其与外包的关系等定性层面的研究，其所依托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资源基础理论、资源依赖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创新民主化理论、行为动机理论等。具体而言，与本研究相关度最高的研究主要包括三种类型：第一类研究主要关注奖金激励对大众参与度的影响，研究了网络创新竞赛中对奖金激励方式的设计；第二类研究主要基于动机理论探讨众包问题解决者的参与动机的构成，和各种动机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等；第三类研究主要是大众参与众包的影响因素研究，不局限于动机相关因素，从多方面考虑各种因素对大众参与众包的行为的影响。尽管这些研究成果明确指出了众包机制在帮助企业弥补内部资源不足、降低企业对外部资源的依赖性及平衡企业生产成本与交易成本方面的重要作用，然而，现阶段鲜有学者对此做出较为客观的定量研究，也未明确解释“如何更加有效地推动众包平台持续健康地发展？什么是影响众包用户参与程度的关键因素？如何科学合理地利用众包网络平台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等更深层面的问题，继而导致着力于解决众包机制核心问题的定量研究成果相对匮乏。下面，笔者对上述主要研究问题予以概括性描述，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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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理论研究背景



在第一类研究中，Howe（2008）等都提出奖金激励是吸引用户参与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Horton等（2010）基于劳动力供给模型、成本曲线和支付函数，提出了一种新方法，用于估算问题解决者愿意参与众包项目的最低薪酬。众包问题解决者之间存在着类似于创新竞赛的竞争（Shao et al，2012）。而在创新竞赛的相关研究中，如何确定奖金金额是一个主要研究内容。为了减少由于预先设定奖金而引起的效率损失，Che和Gale（2003）、Schottner（2008）均提出了奖金拍卖的方法，即由参赛者在完成任务后给出自己所期望获得的奖金金额，竞赛组织者在综合评估了每位参赛者的产出及其所期望获得的奖金额后，选出优胜者并给予奖金。然而，第一类研究主要关注了奖金和报酬对众包参与度的影响，探讨了定价模式和奖金激励机制的设计方法，忽略了其他可能的影响因素；同时也未针对不同类型的众包平台设计因人而异的激励机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第二类研究中，冯小亮和黄敏学（2013）基于动机理论和激励理论，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大众参与众包的动机进行了分析，总结出众包参与者的动机构成，以及各类动机间的关系。然而，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所得结论仍受质疑，应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Organisciak（2010）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和Alderfer（1969）的ERG（existence, relatedness, growth）理论，对13个众包网站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现金激励是用户参与众包的主要动机之一。Battistella和Nonino（2013）以关于合作动机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文献为基础，使用多种研究方法（多案例研究、因子分析和多维量度）对26个开放革新平台（OIP）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各种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对个人参与众包行为的影响；还基于动机理论、开源软件开发（OSS）、工作动机与教育理论提出一个混合模型，以A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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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例对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外在动机（即时结算、定时结算、社交动机）对用户在平台上花费的时间有很大的影响。然而，对于很多工作者来说，内在动机更加重要，尤其是像“工作自主”和“技能多样”这样基于乐趣的动机。相比第一类研究，第二类研究对影响因素的考虑更加全面，不仅包括奖金激励这一种外在动机，还包括获得认可等其他外在动机，以及获得乐趣等各种内在动机。然而，研究视角仍仅局限于动机方面的相关因素。

在第三类研究中，张媛（2011）利用UTAUT模型（技术采纳与整合理论模型，unified theory of acceptance and use of technology, UTAUT）探讨了大众对参与众包的预期收益和努力期望，大众对发包方和众包平台的信任和促进条件等因素是否会对大众的参与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会对大众的行为产生何种影响。师蕾（2012）基于行为动机理论、新产品开发理论及创意竞赛理论，并结合威客网站的具体特色，研究任务属性（奖金数额、任务期限、难易程度）及市场竞争状况（竞争性任务数量、竞争性价格）对任务交稿人数及中标者能力等级的影响，研究发现任务发布者对任务参数的不同设置以及市场竞争状况的差异性将会导致不同能力等级任务解决者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张媛（2011）和师蕾（2012）都通过实证研究对模型进行了验证，不过前者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能更直观地反映大众的参与意愿和行为，而后者使用的是威客网站的客观统计数据，未必能反映观测变量的真实情况。前者虽从多方面考虑了多种影响因素，但未必全面，有些没考虑的因素也可能对大众参与众包行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比如任务属性方面的因素。而后者只是从发包方角度考虑了影响大众参与度的因素，研究结果只对发包方有一定实用意义，对众包平台却没什么参考价值。第三类研究虽然不局限于动机因素了，但这类研究较为鲜见，对影响因素的考虑也仍有一定欠缺。

然而，众包作为聚集网民大众智慧的平台，已有诸多实例对其理论研究价值给予了充分的佐证，因此，本研究将结合网络创新竞赛理论、激励机制理论、行为动机理论、新产品开发理论、博弈理论，采用一个能从多个维度解释新技术的用户接受度的比较成熟的模型，更加全面地考虑影响众包参与意愿的因素，从定量分析角度实证研究网络众包机制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具体路径，通过实证研究对其进行验证，以分析其可靠性和科学性，为企业技术创新的商业实践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本研究将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众包模式的类型及主要特征，并甄选国内外经典众包网络平台进行案例分析，构建网络众包平台的分析框架模型，并总结现有众包平台参与者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应用UTAUT模型探究影响众包社区用户参与度的关键因素，继而应用博弈理论探讨积极促进发包方发包及接包方接包的合理激励机制，最终全面系统地对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变革机制进行剖析，以推动现有企业技术创新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注释：


[1]
 AMT是Amazon Mechanical Turk的缩写，它是Amazon公司旗下的众包平台。


1.3 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研究问题与目标

1.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围绕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这一问题展开。由此涉及网络众包平台、众包平台参与者、参与者参与度影响因素、激励机制设计等四方面问题，但从资料收集情况来看，目前国内外对上述问题的系统性理论研究及其对中国企业网络众包创新机制的实证研究尚不多见。然而，我国企业如何形成和利用高效的网络众包创新模式有效提高其动态竞争能力，并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进而全面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无论在理论研究上抑或是管理实践中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据此确立了主要研究问题、研究目标及研究对象，如图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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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研究问题、研究目标

本研究主要从网络众包平台的分类及框架模型、企业众包创新模式及参与者的特征、影响众包用户参与度的关键因素及激励机制入手，在全面分析和了解这一创新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促进企业创新模式变革的对策及建议。因此，本研究工作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以下五个：

问题1：对于具体企业而言，选择何种网络众包平台进行技术创新更加科学合理？具体包括：网络众包平台是什么？根据众包商业模式的具体划分标准，网络众包平台主要包括哪几种类型？每种网络众包平台的主要特征是什么？不同的企业应该如何根据自身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网络众包平台从而协助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目标？

问题2：企业网络众包创新活动的参与者与传统创新活动的参与者有何不同？具体包括：什么是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其与传统的企业创新模式有何本质区别？企业网络众包创新活动的参与主体是哪些人？他们又分别具有哪些主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特征呢？

问题3：影响网民群体自觉自愿参与到众包创新任务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具体包括：是哪些因素促使网民群体愿意参与并接受众包创新任务呢？又是哪些因素促使企业愿意将其创新任务发布到网络众包平台上呢？在所有这些因素中，哪些又是影响接包方或发包方自觉自愿地积极参与众包创新活动的关键性因素呢？

问题4：如何设计切实可行的经济激励机制及非金钱激励机制，引导大规模网民自组织、无意识地参与企业网络众包创新任务呢？具体包括：如何设计出基于用户自发型网络众包平台的企业创新模式的激励机制？如何设计出基于中介平台型网络众包平台的企业创新模式的激励机制？如何设计出基于企业自发型网络众包平台的企业创新模式的激励机制？除此之外，是否需要引入合理的评审机制或监督机制呢？

问题5：企业应如何有效利用网络众包创新模式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持续高速发展？具体包括：企业在运用网络众包创新模式时，应注意哪些问题？企业应如何有效甄别出有价值的网民创新群体？企业应如何设计出科学合理的众包创新激励机制？

1.3.2 研究内容

本研究通过文献阅读和实际调研等工作对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及其参与者特征展开研究。首先，对网络众包创新平台进行分类，采用案例研究法剖析和总结构建平台框架模型；其次，围绕网络众包创新平台框架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全面分析了影响众包创新任务参与者参与度的关键因素；接着，结合不同类型的网络众包平台，采用博弈模型，对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激励机制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最后，依据上述研究成果，形成并提出了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的发展建议。

本研究具体的研究内容如下：

研究内容一：企业网络众包创新平台分类及其框架模型的构建，以研究针对不同企业，何种网络平台更加科学合理。主要以亚历山大（Alexander，2010）商业模式理论为基础，采取案例分析法，根据前人对众包模式分类的基础，将众包创新模式的依托平台划分为用户自发型、中介平台型、企业自发型，并甄选五组国内外经典众包模式案例，从产品、客户、基础设施管理、财务状况及激励机制角度进行跨案例对比研究。

研究内容二：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参与者特征研究，以明确网络众包创新模式与传统创新模式的区别及其优势。通过搜集整理国内外众包模式的相关文献，总结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主要特征。通过问卷调查法研究网络众包参与者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一方面，就自然属性而言，接包方的自然属性主要涉及年龄、性别、教育程度、收入等因素，而发包方的自然属性主要涉及性质、行业、企业规模、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等因素。另一方面，就社会属性而言，主要从社会资本视角切入。本书采用林南教授在《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即“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主要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的联系和资源起作用，而社会资源则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所处网络中的资源，因此，社会资本的获取可视为信息流动、施加影响、社会信用、强化身份和认同感的综合过程”（林南，2005）。据此，本研究拟从获取或维持参与者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将众包创新活动参与者的社会属性界定为信息流动、施加影响、社会信用、强化身份和认同感四个维度。

研究内容三：网络众包创新任务参与者参与度的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其中参与者既包括接包方，也包括发包方。本研究将以UTAUT理论为基础，从绩效期望、付出期望、社群影响、配合情况四个维度，结合文献研究结果，从接包方的接包动因——心理需求、激励机制、新知习得性与社交愿景，及发包方的发包动因——利用大众智慧、降低生产成本、利用技术进步和专门知识、激励生产者参与、提高适应个性化需求灵活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产品质量、利用大众传播等维度出发，系统发掘各问题项的理论支撑依据，并设计完整调研问卷，结合问卷回收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研究影响参与者参与度的关键影响因素。本研究内容的结论将为后续研究内容四——众包创新激励机制的改进策略提供依据。

研究内容四：本部分内容是在前三部分研究内容的基础上，依据影响网络众包平台用户自觉自愿参与众包任务的关键因素，以众包创新的激励机制设计为核心问题，利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众包平台激励接包方参与众包平台的博弈关系、众包平台激励发包方参与众包平台的博弈关系，利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非对称信息最优激励合同分析发包方与接包方的博弈关系，最终将依据上述分析结论，为参与者参与众包任务推进技术创新步伐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研究内容五：结合上述几部分研究内容，从众包模式选择、参与者甄别、激励机制设计三个维度，分别提出企业利用众包模式开展创新活动的各项政策建议。

1.3.3 研究目标

本研究的主题是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研究，具体研究目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

研究目标一：在研究国内外针对众包、中小企业创新、网络社区驱动创新三个方面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利用案例分析法，研究用户自发型、中介平台型、企业自发型三类网络众包平台的特征及对企业创新模式的影响，并剖析三类平台的主要特征。

研究目标二：基于问卷调查及其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全面刻画众包发包方及接包方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为企业有效识别接包方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

研究目标三：以技术采纳与整合理论UTAUT模型为基础，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得出影响接包方和发包方众包创新活动参与度的关键影响因素。

研究目标四：针对用户自发型、中介平台型以及企业自发型众包创新模式，结合参与者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分别设计出引导大规模网民自组织、无意识地参与企业网络众包创新任务的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

研究目标五：从商业模式的选择、参与者的有效识别、有效激励机制的设计方面提出企业利用网络众包机制推进技术创新的具体政策建议。

1.3.4 创新点及难点

本研究在定量研究、填补理论缺失、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三方面具有显著特色，具体而言，主要包括：

第一，现有文献主要从定性研究视角，对众包的内涵、与外包的关系、众包模式等内容进行了阐述，但鲜有文献从定量视角深入研究，而本研究则从定量研究视角，剖析了网络众包平台对企业创新模式的重要影响，并面向企业给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由于定量研究的前提是需要获取大量客观准确的有效数据，而现有平台数据资源的局限性致使要从网民群体及发包企业获取大量调研数据具有一定难度，本研究通过寻求与权威众包平台网站的合作调研，尽力减少了这一问题对研究结论有效性及普适性的影响。

第二，尽管众所周知，企业可以利用集网民群体智慧的网络众包平台推动技术创新的发展，然而现有文献对“企业如何利用网络众包平台引导企业实现技术创新”这一具体问题的研究几近空白，本研究将尝试弥补这一理论研究的缺失。

第三，本研究综合运用了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案例分析法、UTAUT模型及博弈模型等，特别是将信息系统领域用以探讨用户采纳信息系统关键因素的成熟模型UTAUT引入到研究中。UTAUT模型在信息技术接受和采纳行为研究中的应用已经较为成熟，然而却很少有人把信息技术具体化为众包这种新生事物去研究其接受度，因此本研究对于UTAUT模型的应用和众包研究模型的构建都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同时，利用博弈模型分类研究设计不同的激励机制，以促进用户参与众包创新活动的积极性，目前这一工作在众包研究领域尚不多见。由于这两点均属于探索性的研究工作，因此在研究过程中，本研究结合本土化情景和众包创新这一具体研究问题，对UTAUT模型进行了适当调整和修正，并对博弈模型的求解过程及结论进行了切实可行的解释，以提升研究结论的实际可操作性。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研究结合企业创新理论、众包理论、社会资本及社会网络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博弈理论等，采用了文献研究、案例研究、结构方程模型、博弈模型分析等方法。首先，分析了企业网络众包创新平台；其次，从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维度对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参与者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接着，对网络众包创新模式参与者的参与度影响因素进行了挖掘；最后，对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激励机制的设计及改进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进行了验证。因此，本研究以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这一核心概念为突破口，有效利用了众包理论及企业创新理论等关键理论和结构方程模型、博弈模型分析等关键方法，将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进行了有机结合，其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如图1-4所示。

为增强研究成果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及实践应用中的可操作性，本研究采用了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由于管理问题研究是一个复杂且维度多元相关的领域，利用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对问题开展的科学定量分析工作能够得到系统性的理论模型及其相关的研究结论，但仅仅凭借既得的模型和现有文献很难把握问题的本质和演化过程的来龙去脉，而案例研究方法所具有的发现问题（motivation）、灵感启示（inspiration）和解释性说明（illustrat-ion）这三方面的优势（Siggelkow, 2007），恰好可以有效填补实证研究领域的诸多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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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包括：

其一，文献研究法（literature review）。文献回顾对任何一项研究工作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其目的是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挖掘和建立兼具理论创新和实践价值的研究问题；是在搜集、鉴别、整理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文献的研究形成对事实的科学认识，明确界定研究范围及研究目标的过程。文献回顾是全面理解和深入剖析研究问题、构建理论基础与创新理论成果的基础，文献回顾法的主要目的在于结构化研究问题，并明确为研究工作定位。本研究对与国内外企业众包创新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现状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性回顾，总结了现有研究成果的主要结论、前沿发展趋势和研究局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研究的主要研究问题和理论模型。

其二，案例研究法。案例研究法主要指从客观存在的现象或问题出发，研究“是什么”以及“怎么样”。与规范研究法所关注的“应该是什么”和“应该怎么样”所不同的是，案例研究法关注的是存在于现实客观世界的人和事，尤其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组织与事件，并且不拘泥于常规有限的因子、变量与统计规律等（乔坤和马晓蕾，2008）。依据案例研究的性质与目的，又可将其划分为探索性案例研究（exploratory case study）、解释性案例研究（explanatory case study）以及描述性案例研究（descriptive case study）三种类型。其中，探索性案例研究主要指界定一个研究问题前的试验性研究或者预测研究；解释性案例研究通常用以探索事物间的因果关系；描述性案例研究是在研究之前已形成了和明确了研究的理论导向，并以此作为案例分析的理论架构，它一般要求在研究之前明确分析单元（Yin, 1994; Tellis, 2015）。本研究将采用描述性案例研究法，通过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五组国内外网络众包平台，基于亚历山大商业模式理论，从产品、客户、基础设施管理、财务状况及激励机制五个维度构建分析单元，进行多维度、多单元的对比分析，发现和挖掘各类网络众包创新平台的主要特征。

其三，调查研究法。本研究所采用的调查研究法主要包括访谈法和问卷法。首先，就访谈法而言，本研究对企事业单位有关技术创新需求问题的深度专家访谈进行事先检验。本研究是基于企业及用户层面共同开展的，因此涉及企业创新管理、社会资本、消费者生产消费一体化等多个理论与研究视角。本研究遵循企业与消费者协同互动式创新的演化逻辑，对网络众包创新参与者特征及参与度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由于本研究的原始基本假设是基于林南（2005）、Venkatesh和Morris（2003）等前人的研究文献归纳分析后所得，而且研究文献主要以国外研究文献为主，因此，其研究假设是否适合中国企业网络众包创新的实际运营环境和具体情况，是否存在有悖于现有文献成果的新研究假设、新观点和新发现，均需要通过专家访谈进行事先检验和发掘，进而分析是否存在有别于原有逻辑推导所得的理论模型。另外，通过对不同参与主体的访谈，也能为后续调查问卷的设计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实践指导和参考意见，以确保调查问卷在设计层面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其次，就问卷法而言，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收集参与者样本数据，为最终进行统计和结构方程建模分析奠定研究基础，对研究的主要结论和观点进行检验和修正，以确保研究结论的合理性，从而为企业真正实现众包创新，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经营目标，提供真实有效的样本分析数据。

其四，统计分析法与结构方程模型。统计分析法是以数量分析技术为基础，采用数理统计和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技术手段的分析方法。结构方程模型，又称为协方差结构模型，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分析变量间关系的一种统计方法，可用于建立、估计和检验因果关系模型。一方面，由于网络社区众包创新任务参与者参与动因与其参与度之间的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相对复杂的结构关系，因此不容易用传统的回归分析予以处理，而结构方程模型恰好能够处理不同变量之间的复杂结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参与意愿等变量受主观因素影响难免会产生误差，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方法允许变量存在测量误差，比较适合本问题研究。因此，本研究在对猪八戒网及一品威客网等网络众包平台的任务参与方进行问卷调查和线上访谈的基础上，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因子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等计量统计分析方法，利用SPSS及AMOS等计算机软件，对问卷调查的数据予以统计分析和处理，以检验网络社区众包创新任务参与者参与度的关键影响因素等研究的概念模型及研究假设成立与否。

其五，博弈论。博弈论又被称为对策论（game theory），其既是现代数学的分支之一，也是运筹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博弈论主要用于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从相互发生作用的当事人之间有无具有约束力的协议视角出发，主要包括合作博弈与非合作博弈两类；从行动的时间序列性视角出发，主要包括静态博弈与动态博弈两类；从参与人对其他参与人了解程度视角出发，主要包括完全信息博弈和不完全信息博弈两类。本研究将利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Stackelberg模型分析平台、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从博弈均衡解中确定平台如何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提升参与者的活跃度，同时利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非对称信息最优激励合同分析发包方与接包方的博弈，继而综合分析发包方对接包方的激励设置。


1.5 组织结构与基本内容

本研究报告共包括八章内容，组织结构与基本内容如图1-5所示，分别回答了本研究拟解决的五大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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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本研究的组织结构与基本内容


第2章 国内外理论研究及应用发展现状分析

2.1 引言

近年来，经济的全球化、消费需求的个性化、社会化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日益普及、社会信息生产方式的分布性及传播方式的平等性、用户创造内容产生的海量大数据等现象的出现，已为改变企业创新模式单一化、创新效率偏低、技术创新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时滞性等瓶颈性问题带来了巨大的机遇。面对这一机遇，不同规模的企业所采用的创新战略也略有不同，小规模企业更偏向于自主研发和原始创新，中等规模企业则兼顾自主研发和引进技术，大规模企业更偏向于引进技术和吸收消化再创新。其中，中小企业所关注的自主研发和原始创新对于提高我国经济活力和创新能力的作用最为突出，促进中国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在中小企业中的重点是降低其自主研发的成本，以鼓励其原始创新。

伴随着“用户是创新者”的革命性观点的提出，企业纷纷开始对其传统的创新模式进行反思，并意识到在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过程中，社会化创新及公众参与创新的趋势日渐明显，通过与网民群体的密切互动，主动引导网民自觉自愿地参与企业在业务流程、产品设计、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关键业务环节，并根据企业与大规模网民群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和反馈机制完成技术创新与产品优化等工作。至此，融合消费者与创新者为一体的用户创新大量涌现，与此相应的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合作创新模式——众包服务也应运而生，大规模消费者网民的创新热情和创新能力彰显出更大的能量和商业价值，企业通过与网民群体之间的协同发展，充分挖掘以用户创造内容为代表的潜在突破性创新力量。在这一背景下，实践管理者及理论研究学者均对如何通过大规模社区网民众包机制实现创新模式的变革这一研究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

就中关村中小企业而言，本研究结合中小企业自身特点、面临的创新问题，以及实践管理者们的实际需求，从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模式创新、创新模式需要集体智慧、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众包参与式创新三方面分析了众包式创新模式对中关村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转型及服务企业创新战略实施所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

就理论研究而言，目前少有文献以网络众包机制为切入点来研究企业创新模式革新这一问题。研究学者们或是从众包机制的某一角度出发单独研究众包模式问题，或是基于某一侧面着力研究企业创新模式问题，鲜有研究学者将二者纳入同一研究体系中来，因此，关于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研究目前还缺乏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但是，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创新理论进行了多年的研究，相关成果相当丰富；另外，关于众包机制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这些都为本研究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下面将结合如图2-1所示的研究主题，即“网络虚拟社区—众包—企业创新—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研究”的逻辑顺序全面回顾并梳理该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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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本研究涉及的主要研究领域


2.2 众包机制推动中关村中小企业创新模式变革

作为我国科技旗帜的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以下简称“中关村”），起重要的科技政策引领和辐射作用，其“一区十六园”覆盖着包括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以及高端装备制造等在内的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策源地。它不仅是世界上罕见的科技智力密集区，而且汇聚着大量蕴含巨大创新潜力的中小企业群体。它在创新驱动战略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并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引擎。

面对创新驱动战略对企业快速成长和发展，乃至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着重要引领作用这一客观现实，国家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就已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主要是，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针对这些问题，“十二五”发展纲要指出：“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然而，本研究在调研中发现，在中关村这一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的试验田和先行区里的中小企业却面临着诸多创新发展上的难题和桎梏，例如融资挑战、创新机制变革、科技成果转化困难等，这些问题都是中关村中小企业在发展道路上无法绕开的话题。然而，围绕这些问题所寻求和尝试的解决方案却都以不同形式呈现着众包理念的特点。

2.2.1 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模式创新

中关村的第三方支付企业、众筹融资、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机构不断涌现。2013年8月9日，京东商城、当当网、拉卡拉、用友软件等单位发起成立了中关村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2013年11月29日，北京银行为推动中关村科技金融创新，发起了“中关村零信贷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拓展活动”，以便为中关村零信贷企业建立快捷的“绿色通道”审批机制，通过推动银企对接，帮助科技型小微企业开展“首贷”业务；中关村通过“信贷创新中关村”系列活动——“小企业、微金融、大平台”的“瞪羚十年计划”解决一定规模企业的融资问题，以激发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针对不满足“瞪羚计划”标准的科技型企业，通过推出“展翼计划”解决企业融资问题；通过为企业提供信用保险服务、支持跨境贸易和投资信贷，以期推动企业的国际化发展。与此同时，最为值得关注的是，众多电子商务企业，利用其自身的平台优势，依托其掌握的交易数据与信用信息，结合大数据挖掘和精准分析，通过了解中小企业的真实运营情况，搭建出不同于传统银行业务的互联网众筹及大数据分析基础上的金融附加业务平台，为中关村中小企业寻找和拓展融资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上述举措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点：其一，众筹式融资模式的引入，充分提升了众多闲置资金的利用效率。其二，大数据分析和精准挖掘技术在金融服务中的应用，弥补了传统银行业务在信用认证效率、信息整合分析精确性等方面的局限。这对于广大中小企业而言，不仅实现了企业融资门槛的降低和融资渠道的多元化拓展，而且还提升了资金的利用效率，实现了金融服务模式的变革式创新。

2.2.2 创新模式需要集体智慧

2005年，Von Hippel基于创新者与创新之间的联系，将创新模式细分为用户创新、制造商创新和供应商创新三种类型，并指出用户在创新项目中承担了发明者或合作开发者的角色，提出了“用户是创新者”的革命性观点。这一观点推动企业纷纷开始对其传统的创新模式进行反思，并使企业意识到在产品生产和价值创造过程中，社会化创新及公众参与创新的趋势日渐明显。企业可以通过与网民群体的密切互动，主动引导网民自觉自愿地参与企业在业务流程、产品设计、市场推广等方面的关键业务环节，并根据企业与大规模网民群体之间的协同互动和反馈机制完成技术创新与产品优化等工作。至此，融消费者与创新者为一体的用户创新大量涌现，与此相应的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合作创新模式——众包服务也应运而生。

近年来，许多国外知名企业利用众包服务实现了技术创新。作为我国创新创业最为活跃的区域，中关村不仅是海内外人才创新创业的首选和聚集之地，而且还是聚合大量创新要素的前沿阵地。这里的研发机构、公司、企业和人才不仅掌握着本领域的专业知识，同时还有可能具备交叉学科的创新知识，它们既是某些产品的研发者，也是其他产品的消费者，将成为众包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基于此，众包式创新模式的有效推广将为堪称我国科技创新旗帜的中关村园区注入更多的创新活力，拓展更多的创新渠道，对于解决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内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机制有重要现实意义。因此，中关村中小企业在创新过程中通过不断整合包含着消费者创意等信息在内的外部资源内部化的创新方式，不仅能较好地适应乃至驾驭市场环境的变化，而且能及时捕捉市场需求的动态演化趋势。随着网民群体的声音在以互动性为主要特性的互联网平台上变得日益重要，用户创造内容也同步受到重视，由此相伴而生的、作为集大众智慧于一体的载体性网站——众包平台，则成为企业通过挖掘大众智慧重塑企业创新模式，继而驾驭市场环境、把握市场趋势的重要利器。

2.2.3 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众包参与式创新

在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方面，中关村园区已通过设立产业联盟，组织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与高校院所一并实施重大应用示范项目的协同创新机制，实现了产学研的结合以及科技成果的转化应用。

然而，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来自科技成果最终的应用者——市场消费者的反馈和声音，才是指导科技成果正确转化，并对潜在问题实施改进研发最有效和最直接的指挥棒。因此，要让众多消费者直接参与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就需要对一部分先行消费者进行正确引导，并为其带来具有实效的转化利益。此后，借助先行消费者在社交网络上的口碑效应，自主积极地传播和推广消费者自身对此项科技成果的实际感知和体验效用。这一转化和推广方式，不仅减少了中小企业创新性科技成果的转化成本，同时也有效缩减了其成果的转化周期、扩大了成果的传播范围。

因此，对于北京市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而言，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和众筹创新机制增加中小企业金融创新服务的附加值、利用网民集体智慧推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步伐、利用众包参与和社交网络的口碑效应优化科技成果转化实效，具有引导、促进和推动中关村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积极作用；同时，众包服务平台的构建和完善也将为推进中关村现代服务业、加快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创新步伐提供优质的实现基础。正确认识和理解众包机制的实现和应用机理，对于中关村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深入开展、服务企业创新战略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3 网络虚拟社区领域的研究现状

2.3.1 网络虚拟社区分类研究

有关虚拟社区的分类研究成果，主要围绕成员需求、经营性质和商业模式等方面展开，如表2-1所示。


表2-1 虚拟社区的分类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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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就成员需求视角而言，Armstrong和Hagel（1998）以此为划分依据，将网络虚拟社区细分为四类：其一，兴趣型社区，即有共同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所形成的虚拟社区，如漫画主题社区；其二，关系型社区，即为维持彼此间的关系而相聚在一起，以分享共同人生经验的虚拟社区，如宗教社区；其三，幻想型社区，即集中于娱乐为主，带有幻想色彩的虚拟社区，如一些大型网络游戏；其四，交易型社区，即以交易信息的传递、产品或服务的经营活动、客户之间的交流为主要目的的虚拟社区，如淘宝等。此后，Christopher（1998）将虚拟社区分为纯粹友谊社区、热情者经验分享社区、友情支持社区、游戏者社区以及交易者社区五大类。其中，纯粹友谊社区是指成员间的交流纯粹为了认识彼此并建立友谊；热情者经验分享社区是指社区成员针对特定事物进行讨论和经验分享，不看重情感的交流；友情支持社区是指具有相似问题的成员需要借助虚拟社区的力量形成社会支持，并最终解决问题，如由疾病患者组成的爱心社区等；游戏者社区即为共同进行游戏而组成的社区；交易者社区是指为完成特定交易而组成的社区。Carver（1999）将网络虚拟社区细分为兴趣社区、关系社区、娱乐社区和商务社区四种类型。Henry（2006）将网络虚拟社区划分为以分享知识为主的虚拟社区、以共享兴趣为主的虚拟社区、以寻求归属为主的虚拟社区和以共同创造为主的虚拟社区四大类。

第二，就经营性质而言，Klang和Olsson（1999）根据营利性与公司经营两个维度将虚拟社区分为以下四类：论坛式虚拟社区、俱乐部式虚拟社区、商店式虚拟社区及集市式虚拟社区，如图2-2所示。其一，论坛式虚拟社区的运营目的是为社区成员创造一个可以相互交流以及共享信息的场所，同时其作为公司文化创造与传播的工具，有利于提升社区成员的忠诚度；其二，俱乐部式虚拟社区的运营目的是为成员之间分享兴趣、经验或知识提供便利；其三，商店式虚拟社区的运营目的是为了创造具有经济价值的电子商务形式；其四，集市式虚拟社区是为方便买卖双方交流并进行交易的虚拟社区。

[image: ]


图2-2 Klang和Olsson（1999）对虚拟社区的分类

资料来源：参考Klang M, Olsson S. Commercializing Online Communities: From Communities to Commerce[C].Proceedings of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eC, Manchester, United Kingdom，1999绘制。

第三，就网络虚拟社区经营的商业模式而言，Krishnamurthy（2003）将虚拟社区分为以下三类：虚拟社区群、交易虚拟社区、公司虚拟社区，如图2-3所示。其一，虚拟社区群是由各种各样的虚拟社区和各种各样的兴趣话题聚集而成，主要通过广告和订阅盈利；其二，交易虚拟社区旨在使社区成员的产品和服务交易更加便利，主要通过收取交易佣金盈利；其三，公司虚拟社区主要通过社区中的互动推广公司的产品和服务，进而产生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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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Krishnamurthy（2003）对虚拟社区的分类

资料来源：参考Krishnamurthy S.A Managerial Overview of Open Source Software［J］.Business Horizons, 2003, 46（5）:47-56绘制。

本研究通过以上文献梳理，结合研究主题，拟将虚拟社区按知识共享的性质将其分为两大类：关系型虚拟社区（rela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RVC）和交易型虚拟社区（transac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TVC）。RVC注重关系或社会交换，知识在其中被视作一种公共物品，知识交换被看作一种依赖于某种关系契约（如互惠原则）的社会交换活动，如Wikipedia网；而TVC强调知识共享作为一种新的虚拟社区形式的交易特性，将知识视作一种私人物品，强调经济利益和成本，在以竞争为基础的奖励制度下，参与者利用自己所拥有的知识通过知识交换或解决问题获取经济价值。这种分类方式可以较好地对目前所有的众包式创新虚拟社区进行分类，即分为RVC型众包创新虚拟社区与TVC型众包创新虚拟社区。前者主要包括用户自发形成和参与的众包网络虚拟社区与企业自营论坛式的众包网络虚拟社区两种类型，后者主要有第三方众包平台与企业自有众包虚拟社区两种类型。

2.3.2 网络虚拟社区经营方式研究

就虚拟社区的经营方式而言，主要的研究成果如表2-2所示。


表2-2 虚拟社区的经营方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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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strong和Hagel（1998）提出虚拟社区发展的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管理者必须通过成功的营销、诱人的内容以及免会费和使用费的承诺来吸引大众加入社区；第二阶段，要采取合适的方式提高成员参与的热情；第三阶段，当成员具有一定的参与热情之后，管理者要通过成员之间、成员与管理者之间的个性化互动来建立成员对社区的忠诚；第四阶段，选择适当的时机引入目标性广告、优质收费服务和其他交易机会来获取经济价值。Romn等（1997）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了虚拟社区发展的三阶段模式，分阶段探讨了一个虚拟社区的形成及其所影响的变量，分别是：影响个人决定加入该虚拟社区的变量、在虚拟社区形成后立即受到影响的变量、虚拟社区如何改变社会的变量。其中，对于虚拟社区管理者而言，比较重要的是第一阶段中影响个人决定加入该社区的变量，包括科技、动机、任务和系统。Kollock（1997）将传统社区的设计准则引申到虚拟社区中，提出虚拟社区的成功不是由于漂亮的图片和界面，而是依靠以下因素：成员对虚拟社区的持续认同、空间的一致协调性及固有的成熟仪式。这些因素会让虚拟社区的成员时常意识到彼此之间的相同之处，维持社区归属感和成员的感情。Kim（2000）归纳出一些能够持续成功经营的虚拟社区共性，主要包括清楚的目标或愿景、根据社区目标和成员需求设计的各种适当的聚集场所（如聊天室、论坛等）、良好的成员角色分类、虚拟社区管理者的卓越领导、适时举办在线或者离线的聚会和活动等。William和Cothrel（2000）提出了三个虚拟社区管理策略，即成员发展策略、社区资源管理策略和社区关系管理策略。其中，成员发展策略包括让虚拟社区拥有足够数量的成员，保留已有成员的同时吸引新成员；社区资源管理策略包括建立成员资料和话题导向的子社区，凸显专家的知识和经验，将社区成员需要的信息内容进行整理和分类，建立辅助讨论的流程等；社区关系管理策略包括建立各种流程、设计各种活动，让成员彼此之间能够进行充分的互动，建立紧密而良好的关系。陈君、钱晨和何梦婷（2018）认为虚拟社区可以通过以下五个途径来建立和增强凝聚力：创造文化认同、发展社区行为规范、建立社区成员间互相帮助与共同获利的氛围、提供对社区的社会性控制、强化社区边界。Koh和Kim（2004）强调虚拟社区的成功要根据该社区的社会性和有用性及两者之间的协调程度而定，因此，虚拟社区管理者要关注社区社会性的演化，发展出成员普遍认可和接受的社会原则和规范。同时社区管理者在社区基础架构等技术方面要关注有用性，让成员能够进行充分的互动以及有效地完成他们的任务。万红（2012）结合图书馆应用场景指出，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虚拟团队”管理应借鉴众包理念，以节约资源和降低成本的方式，促进实体团队与虚拟团队间的有机融合。

根据上述文献，不难发现，不同类型虚拟社区的经营都遵循着“吸引大众加入社区—提高社区成员参与热情—培养社区成员忠诚度”的基本发展途径。

2.3.3 网络虚拟社区对企业的影响机制

网络虚拟社区作为社会化媒体的一种形式，其与社会化媒体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相互交叉和包含的关系。2007年，《什么是社会化媒体》一书首次提出了社会化媒体的概念，即人们通过去中心化的、以人为基础的网络产生或获得其所需内容的媒体体制，社会化媒体具有用户需求、用户创造内容的特征，并存在传播类型的扩展、“以信息为中心”向“以人为中心”转变、传播速度加快、空间限制减弱等发展趋势（游恒振，2012）。社会化媒体与网络虚拟社区两个概念在相关研究文献中并未明确区分，存在交互使用的情况。林升梁（2013）使用文献研究法，指出社会化媒体是通过互动双向的网络平台，吸引用户主动参与其中的社区空间。其与传统媒体的区别主要在于：其一，大众是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与传播者；其二，信息是双向流动的；其三，用户之间建立社会关系的成本降低。在社会化媒体的相关研究文献中，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于社会化媒体对社会管理、新闻传播、社会管理、文化产业、理论综合、营销策略、影视艺术等七方面的巨大影响，国内学者在上述七方面均有涉及，但主要研究仍侧重于营销策略等方面。

由于网络虚拟社区对企业的影响和社会化媒体对企业的影响是类似的，以下将影响企业的研究主体从网络虚拟社区扩展至社会化媒体，并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如表2-3所示。


表2-3 网络虚拟社区对企业的影响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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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a 转引自Sarah Perez .New Study Finds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Financial Success[EB/OL].（2009-07-20）[2017-07-30].https://readwrite.com/2009/07/20/new_study_finds_correlation_between_social_media_and_financial_success/。

Dobscha和Susan（2007）指出社会化媒体风起云涌，使得企业危机的解决途径得到了多元化的拓展，使问题解决不仅效率更高、影响范围更广，而且显得更为客观和富有感染力，对企业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Muhammad Tariq和Fazal Wahid（2011）采用深度访问法探讨了网络社区和传统营销在成本和覆盖目标细分方面的有效性，结果发现，瑞典小企业并未结合社会化媒体和传统营销手段，瞄准目标市场的方式仍沿用了低容量、高价格的传统营销方式，主要的细分方式仍沿用了人口统计学细分，随后指出社会化媒体与传统营销方式相结合的重要性，即社会化媒体凭借其聚合的优势，可以积聚大众用户的信息去预测实际市场的变化情况。Pennock（2001）研究发现，社会化媒体用户关于某一产品的售前活跃度和后期实际销售量存在一定的同向相关关系，并且当社会化媒体用户的评论信息及转发信息数量足够大时，结合有效的数据筛选及挖掘处理技术，其预测精准性要比普通调查问卷高。Gruh等（2005）从博客等网络虚拟社区上搜集用户活跃度数据，对数百万书籍的预期排名情况进行了预测。邱蕾（2009）以技术接受模型为理论基础，通过情景模拟与实证研究，发现社会化媒体的有用性、依赖性、涉入性、社交性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有正向影响。因此，企业应主动倾听消费者的声音，调动消费者在社会化媒体上的参与性，并重视网络社区的社区化程度。刘国华（2009）的研究指出社会化媒体具有参与度高、参与免费、透明度高以及群体集聚的特征。因此，其可以帮助企业高效地建立品牌形象。Wetpaint ＆ Altimeter Group（2009）根据对100家最有价值的品牌在超过10类的网络社区（包括Blog、Facebook、Twitter、Wiki、论坛等）活动的调查发现，参与社会化媒体最多的那些公司在过去12个月里的收入增长了18%，而参与最少的那些公司同期内销售额下降了6%
[1]

 。郭磊（2012）指出企业利用网络社区进行营销时应多关注用户需求，重视与用户的沟通，即持续关注和倾听用户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声音。郑亚琴和樊鹏（2012）对网络社区用户的相关信息进行分析后发现，利用影片预告期内网络社区的用户活跃度进行票房数的预测具有较高的精准性。因此，企业应注重网络社区上的群体内容。王艳梅和余伟萍（2011）对虚拟社区的互动性进行了系统性梳理，并归纳总结了互动性的各项驱动因素，剖析了虚拟社区中的互动性给企业和消费者双方带来的重要商业价值。



注释：


[1]
 转引自Sarah Perez .New Study Finds Correlation Between Social Media and Financial Success[EB/OL].（2009-07-20）[2017-07-30].https://readwrite.com/2009/07/20/new_study_finds_correlation_between_social_media_and_financial_success/。


2.4 众包领域的研究现状

2.4.1 众包的起源追溯

众包的概念虽然于2006年才被首次提出，但这种模式却并不是2006年才第一次出现。实际上，早在中国古代，人们就知道利用群众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俗话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描述的便是这一机制。换言之，众包的应用形式呈现极度多元化的模式，它也成为通过集成集体智慧提高解决方案质量的最优途径。因此，围绕众包展开的研究工作几乎同时覆盖了自然科学领域，如分布式计算、地理位置信息共享、气候变化预测、基因结构优化等，及社会科学领域，如众包参与者参与动机、任务特征及设计机制等。这里对不同领域中的众包的起源形态及事件进行了梳理，如表2-4所示。


表2-4 众包的起源形态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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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府部门的众包起源方面，其最初的形态可追溯至18世纪，英国政府（1714）为精确测量海洋经度的人提供10 000到20 000英镑不等的奖励。此后，英国财政部（1839）悬赏征求邮票设计图案，参与者提供了2 700个设计作品，获胜者收到了200英镑。在James Murray（1859）的指导下，英国语言学会筹备的新英语词典由几百名来自英国、美国、英国殖民地区的志愿者贡献词条、引证、释义而形成。此后，牛津大学出版社（1878，1879）也通过使用该方法出版了牛津英语词典。印度财政部（2009）发起了印度卢比设计竞赛，并接收到3 000个提交作品。美国国会图书馆（2008）通过邀请公众参与网络相簿试点项目，即为从图书馆里放到网站上的共享图片添加标签，此后，2 500多个独立账户为共享图片添加了67 176个标签与7 166条评论。

在自然科技领域中也存在很多众包形态的活动。NASA科学家于2000年通过将火星图像上的90 000个火山口测量任务外包给800多位大众志愿者，在基本无成本的情况下，仅通过四周时间便快速完成了该任务。Goldcorp公司于2000年在网上发布了其所拥有的红湖及五大湖等地质资料，悬赏500 000美元解决黄金储存最佳位置的定位问题。网站galaxyzoo.org于2007年邀请大众志愿者参与星系分类任务，来自113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0 000名志愿者在两年内便完成了100多万个星系的分类工作。

在计算机程序研发方面，开源代码是最为典型的众包形式。开源代码具有民主性、分散性的特点，这与众包的面向网络大众的特征相符，同样是集大众智慧进行创新。Von Hippel（2005）以开源代码为例说明了用户参与创新的条件，指出众包模式正不断扩大，研究不应仅限于开源代码的问题。仲秋雁、王彦杰和裘江南（2011）认为，众包本身就是开源代码的模式应用到了其他领域。现实中也有许多针对软件开发的众包平台，例如TopCoder等，这是一个有超过500 000名开发者的软件研发虚拟社区。

日常生活中的众包活动也不胜枚举。始于2006年的《群体的智慧》（We Are Smarter Than Me
 ）一书是利用维基软件、集成4 000余人集体智慧的大众写作工程。Twitter于2010年在海地地震后，成为为灾民筹集基金和救助的重要工具。YouTube于2011年上传的纪录片Life in a Day
 成为典型的众包式纪录片，该纪录片选自80 000个、共4 500小时的剪辑短片。Threadless.com于2011年通过网络创新创意竞赛形式，完成T恤衫的设计。如果设计在网上得到足够多的投票数，则该设计将印在T恤上，同时，设计者将得到相应报酬。小米网络众包社区于2017年采取以终端市场为合作方的开放式创新，共同解决企业产品的创新、改进和升级研发工作。还有大量的众包论坛和社区应运而生，例如MTurk Forum、Crowd\|Square、BeerMoney和WorkOnline等（Schmidt，2016），其主要目的在于分享“好”任务、监督任务发包和接包主体行为、在参与主体之间创建社区感、通过竞赛形式促进接包方与发包方互动等。

目前，众包的理念几乎都在以衍生形态、在各行各业的不同领域中上演，也必将继续蓬勃发展下去。

2.4.2 众包内涵及外延的界定

众包描述了一种新的基于Web 2.0的商业模式。不同学者从众包的表现形式、主要特征、众包与外包的关系等视角对众包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描述，并对众包进行了概念界定，关于众包概念的主要描述如表2-5所示。


表2-5 众包的内涵及外延界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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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众包表现形式视角出发，Howe（2006）在《连线》杂志上首次正式提出众包概念时指出，众包是公司、机构以及个人将其原本应由员工完成的任务，以一种自由自愿的方式将其外包给非特定、大规模的社会群体予以解决。众包的任务通常由个人承担，但如果涉及难度较大或需要多人协作完成的任务时，亦可依靠开源合作形式予以实现。Wikipedia于2010年将众包界定为志愿者或者业余人士利用空闲时间，解决问题或提出各自观点的做法，同时也可以是由企业发起、大众参与的系统性活动。仲秋雁和曲刚（2011）指出众包是将软件开发领域中开放源代码的方法应用至其他领域的概念拓展过程。张利斌、钟复平和涂慧（2012）将众包视为在互联网环境下体现企业与无数大规模消费者网民之间的平等合作关系，鼓励消费者及潜在客户自觉自愿参与产品的生产过程。Enrique和Fernando（2012）认为众包的适应性使其成为一种有效而强大的问题解决之道，同时也较难对其予以明确界定和分类，更不可将众包技术视为稀缺或独特的资源，众包知识的理论基础也还不够稳定。其使用文献研究法，从ACM、IEEE、SAGE、SCIENCEDIRECT、EMERALD数据库中搜集与众包有关的2006—2011年的文献，总计209篇，从接包方、发包方、众包流程角度给出众包的定义，即：众包是网络公众参与性的线上活动，发包方（公司、机构、非营利组织或个人）通过公开的方式发布任务，而接包方因个人能力的发展、社会认同、自尊及经济需求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自愿解决或完成众包任务。Pine（2012）将网络众包模式划分为三种具体形式，分别是面向日常工作的众包模式、面向信息内容的众包模式和面向创新的众包模式。Blohm（2013）将众包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竞争式与合作式。在合作式众包中，一个普通的解决方法是在合作与协同过程中发展和完成的；而竞争式众包则与此相反，采用的是以收集和传递独立的解决方案为主的问题解决途径。Stol和Fitzgerald（2014）认为众包是公司或机构将各类工作任务外包给并不熟识的劳动群体——大众来完成，它也是新兴诞生并蓬勃发展的一种开放式外包形式。Xu等（2016）指出众包是对城市空间中，比如传感设备、汽车、建筑和人类等产生的异构大数据的集成分析过程。黎继子等（2016）对众包的概念予以了延伸——众包供应链（crowdsourcing supply chain，CSC），并指出供应链企业依托众包平台，通过互联网将产品和服务的研发设计要求发布出来，让大众群体自主参与；同时逐步将其延伸到供应链各个环节，并通过互动和共享信息的形式，形成产品或服务采购、生产、销售和配送的一体化运作。

从众包的主要特征视角出发，魏拴成和邬适融（2010）指出众包的本质特征主要表现为：众包改变传统的商业模式、蕴含着“携手用户协同创新”的理念、模糊了员工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延伸了创新的边界、“草根”创新成为主流。谭婷婷、蔡淑琴和胡慕海（2011）则认为众包存在诸多共性特征，主要表现为开放式生产、组织构成的动态性、物理范围的分布性以及参与者的自主性四个方面，并认为众包最大的特点在于：其一，突破传统的开放式生产模式，通过对外部资源（专业或非专业）的整合，完成产品开发（核心或非核心）任务；其二，通过激励机制替代合约机制，继而有效聚集了外部零散个体或群体的智力资本。

从众包与外包的关系视角出发，张晓霞（2010）指出外包和众包的共性在于扩大了一个组织的边界，在充分利用外部资源的同时降低了成本，提高了企业运营效率。黎继子等（2016）认为两者都是网络时代的产物，都是信息交互和专业化不断增强的结果，因此，两者具有共同的形成机理。其一，从资源基础理论角度看，通过外包和众包获得外部资源以填补组织为实现战略目标所需资源与组织资源之间的缺口，使创新不再局限于组织内部，开始向外部寻求创新资源（黎继子等，2016）。其二，从资源依赖理论角度看，两者同时表现出组织对外部资源的一定依赖性。其三，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黎继子等（2016）指出两者都是竞争激励的市场经济产物，是企业在竞争中不断寻找新模式和变革的方法，同时也是组织经济行为在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之间的平衡。但与此同时，黎继子等（2016）也进一步指出了众包与外包的典型区别，主要表现在：其一，外包是把不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转移出去，而众包是企业加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其二，外包是企业购买外部的活动，而众包包含着与用户共同创造价值的理念。其三，外包往往是一对一的关系，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而众包是一对多的关系，是组织与公众或公众与公众之间的关系。其四，参与对象的数量存在差异。众包的参与者数量众多，而外包通常参与者仅为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组织或个人。其五，合作对象的稳定性存在差异。众包的合作对象通常是不固定的，而外包的合作对象相对众包而言稳定很多。其六，与合作者的关系有所差异。众包参与双方（即发包方和接包方）之间的合作关系以自愿参与的非契约关系为主，而外包的合作双方通常以契约关系为主。最后，特别强调一点的是，众包追求的是范围经济，而外包则以追求规模经济为主要目标。张利斌、钟复平和涂慧（2012）在分析外包和众包的关系时指出，尽管两者都是网络时代的产物，但众包是为了满足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的需要，使企业的创新活动有效突破企业边界，利用大众集体智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活动；而外包则是为了满足社会多样化、差异化需求而产生的社会化专业分工的必然结果，并不能直接有效地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本研究将采用Enrique和Fernando（2012）给出的众包概念，同时集中于Pine（2012）所提出的第三种众包模式，即面向创新的众包模式，开展后续研究工作，并认为众包从社会认同、经济形态、个人技能发展等各方面来看，都能在给予接包方及发包方一定风险的同时，带来更多的满意度与竞争优势。

2.4.3 众包业务流程研究

关于众包业务流程方面，Brabham（2008）对Thread、InnoCentive等案例进行了分析，指出Thread是一个生产模型，而InnoCentive是应用在研发领域的问题解决模型，虽然两个平台应用范围不同，但是它们的共性在于众包是企业解决问题的方式。Paul Whitla（2009）根据亚马逊的AMT平台的特点，总结出众包的业务流程是发包方通过众包平台发布任务，接包方解决任务，再通过众包平台向发包方提交任务解决方案。Ipeirotis（2010）通过分析亚马逊的AMT平台，指出众包的业务流程是发包方在发包平台上发放任务，由接包方来完成，同时接包方获取一定的报酬。谭婷婷、蔡淑琴和胡慕海（2011）指出众包的参与主体由任务申请者、众包中介、贡献者三者构成，业务流程包括任务申请、初始化、执行、完成四个阶段。Enrique Fernando（2012）使用文献研究法，从业务流程角度研究众包，认为众包是具有公众参与性的网络分布式的问题解决方式。谢旭阳（2012）认为众包的业务操作方式应找到合适的众包业务环节，需要综合考虑企业能力的专业性和独特性，专业性和独特性越高的环节越不适宜众包出去，反之则适合众包，同时要采取合适的众包策略，能力与目标相称。此外，还需通过遵循以下原则：利用巨大的用户力量、选择自己所需的大众群体、适当激励、引导大众、善于借助提供众包服务的网络平台，以保证对众包业务流程的科学管理。考虑到整体价值链观点，引导价值链上的用户、主要供应商和中间商积极参与企业的创新过程是一种性价比较好的常用办法。Blohm（2013）指出创新者将众包视为社会网络结构中的一部分；众包在整个流程涉及的合作伙伴间公开分享知识，有利于创新。莫赞等（2014）从信息系统的视角，提出了一个众包的研究框架、一个规范的定义和一个用于指导众包研究的概念模型，并解析了现有的信息系统知识与概念模型中各个元素之间的关联。使用众包来构建多元化的沟通机制，扩大员工之间的互动，将其沟通边界扩展至内部员工网络的外部，不仅可以促进内部员工的创新，同时还能纳入外部智力创意，带来流程上终端客户的直接创意资源，这对整合创新流程，完成产业链无缝对接，降低供应链上可能存在的“牛鞭”效应可起到不容小觑的作用。莫赞等（2014）认为可将众包流程视为为解决众包问题而设计的按部就班的行动计划，包括问题所有者和参与其中的个体之间的交互，该交互据问题性质不同，可分为单向交互和双向交互。冯剑红（2015）与黄娜、覃正和吴珍华（2015）等在深入刻画众包概念及特征的基础上，重点剖析了众包业务的基本流程和运营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Hossain（2012）认为众包可以通过激发创新能力和持续改进的能力共同提升企业绩效，并通过实证研究确定了众包与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

赵喜仓、朱宾欣和马志强（2016）结合大数据的现实背景，对基于网络众包的科技创新机制的动力源、聚集效应、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进行了分析，同时描述了众包任务发布实现路径（简单任务众包与复杂任务众包分别如图2-4与图2-5所示）、任务筛选实现路径（如图2-6所示）、任务解决方案获取实现路径（如图2-7所示）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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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简单众包任务发布实现路径

资料来源：参考赵喜仓，朱宾欣，马志强.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众包驱动科技创新的机理及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12）:23-28中3.1节的内容描述总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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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复杂众包任务发布实现路径

资料来源：参考赵喜仓，朱宾欣，马志强.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众包驱动科技创新的机理及路径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12）:23-28中3.1节的内容描述总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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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网络众包任务筛选实现路径

资料来源：参考赵喜仓，朱宾欣，马志强.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众包驱动科技创新的机理及路径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12）:23-28中3.2节的内容描述总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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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网络众包任务解决方案获取实现路径

资料来源：参考赵喜仓，朱宾欣，马志强. 大数据背景下网络众包驱动科技创新的机理及路径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12）:23-28中3.3节的内容描述总结绘制。

黎继子等（2016）根据众包与供应链的关系界定了众包供应链的内涵；分析了众包供应链的主要特征，剖析了包括基于制造商主导的创新模式、基于零售商主导的创新模式与基于第三方主导的创新模式在内的三种众包供应链耦合创新模式；并探讨了众包供应链创新发展的四大主要阶段，分别是萌芽阶段、探索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以及各阶段的表现形式。

Schmidt和William（2016）结合AMT和其他有偿众包网站的应用实例，描述了众包的基本业务流程，如图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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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众包业务基本流程

资料来源：参考Gordon B Schmidt，William M Jettinghoff. Using Amazon Mechanical Turk and Other Compensated Crowdsourcing Sites[J]. Business Horizons, 2016（59）:391-400的内容描述总结绘制。

2.4.4 众包产生的影响研究

关于众包的影响方面，相关学者也做了相应表述。多数学者认为，众包是有效利用网民群体智慧、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最直接方式，其为推进现代服务业、加快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协同创新提供了更加专业、坚实的现实基础（涂艳、孙宝文和张莹，2015）。

就众包对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影响而言，众包概念已广泛应用于商业运营、金融、医疗健康、教育、新闻传播等领域，Lakhani等（2007）指出在传统封闭的自主创新模型下，如果大量知识存在于商业组织之外，对解决知识密集型任务会带来巨大挑战，而众包恰好能够将分散于商业组织之外的知识资源有效予以整合。Brabham（2008）等分别从不同视角分析了网络众包对企业资源整合及生产模式优化的影响，并指出网络众包模式与当今社会的个性化服务需求更为契合。彭必源和钟鹏（2009）指出我国目前众包的概念是威客，而威客有三种类型：知道型、悬赏型、点对点型。悬赏型威客对社会经济生活既有积极影响，充分发挥了人力资源的作用，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突破了原有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界限，可大量节约成本等；同时也会对社会造成一定消极影响，可能会冲击正常的工作秩序，扩大收入差距，造成税收流失等。祁云和陈小勇（2012）从三个角度分析众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1）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突破固定工作时间的限制、集聚闲置资源、突破了资源发挥功能的范围；（2）对就业的影响：降低信息不对称，消除摩擦性失业的影响；（3）对通货膨胀的影响：有抑制作用。同时他们也对众包对微观经济的影响做了分析，认为众包能弥补研发能力不足，使销售和售后服务更加社会化，使经营管理方面更加民主化。张利斌、钟复平和涂慧（2012）利用文献研究指出，众包对于发包企业来讲，可节约成本，充分利用集体智慧，生产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有利于组织的扁平化和无边界化发展。同时，用户为满足自己需求所设计的创新产品在市场上将具有更高的商业价值和吸引力。肖柯（2014）指出企业可将众包理念应用于其各项市场营销活动中，并阐述了众包式营销模式与传统营销模式之间的差异。肖柯认为企业可将传统环境中处于企业边界外部的顾客群体和购买关系内部化，并在提升产品质量、体现产品差异性、强化客户关系管理能力、传播品牌影响力、加强销售管理等方面对企业营销活动存在显著的积极影响。基于此，肖柯建议企业加强众包式营销线上平台的建设与推广应用。Hossain（2015）通过收集和分析393个公司（其中，201家为生物技术公司，192家为电信行业公司）的样本数据后发现，使用科技手段从大众客户获取知识的公司会取得更好的企业绩效。Stol和Fitzgerald（2014）指出从承担AMT的基础工作，到在InnoCentive上解决复杂的科学计算问题，众包已经成功运用于多种环境，众包的发展遵循瀑布模型，并将最终与企业现有生产方式灵活整合，其任务解决形式更适合应用于复杂度较低、依赖程度较低的软件研发行业。Faggiani等（2014）提出当今大规模网络测量和监控因其不断增长的规模和复杂性、前所未有的技术准备、大规模的资金资源投入、有限数量的观测点、网络无法捕获的全部细节信息等原因而成为一项极具挑战性的难题，此时，基于众包理念以整合大众分布式计算任务和提供分享式服务就成为一套解决该难题的完美方案。Mamykina等（2016）指出大众计算目前已成为解决各类问题强有力的方法，依靠人类感知、判断和尝试，可以高效而低成本地解决复杂问题，利用特殊知识和技能对解决方案进行有效评估。其研究结论明确指出：其一，大众计算反馈中，同层反馈相对于专家反馈而言，能够更为显著地帮助众包任务参与者提高其方案性能；其二，众包平台因其低成本、任务解决时间短及影响力深远等原因，对跨学科多领域的大型计算任务具有强大吸引力，更符合社会规范意识、实践及惯例。

在移动众包应用领域，Alt和Shirazi（2010）基于本地分配的众包任务，从移动终端视角提出工作者可在端对端设备上完成现实世界的任务，例如：为餐厅提供位置推荐、为驾驶者提供路况信息、发布实时天气情况、为需要的照片或视频撰写新闻稿等。Feng，Zhu，Zhang，Ni，Vasilakos（2014）指出在移动设备和嵌入式传感器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基于移动智能手机的众包业务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及应用领域。Ganti，Ye和Lei（2011）指出基于分布在不同地理位置的智能手机上的移动众包系统，可以支持大规模的监视应用程序。Zarmehri和Aguiar（2012）认为由于用户定位于不同地方，因此智能手机能够较容易地收集到大量的基于位置的有效数据，并且可以与大量潜在用户共享和利用这些数据。例如，Wallah这种基于安卓系统的移动众包平台。Xu等（2016）指出基于移动手机数据的众包业务对于城市公共安全的维护治理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例如，大众网民为社交媒体自愿贡献和分享内容正迅速成为一种新颖快捷的信息传播方式，这对于及时响应处理包括火灾、暴风雨、交通堵塞等在内的各种城市紧急事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Jurairat和Seng（2016）通过计算移动网络下的众包应用的反应模型（用以估算在网络中预期的反应数量）和能源消耗模型（用以估算任务发布者和工作者使用的能源），论证了移动众包应用的可行性和效果。Glaeser，Hillis，Kominers，Luca（2016）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基于众包的市政数据公开且提供经济悬赏的比赛机制，鼓励更多人参与城市群治，以达到改善城市运营和科学利用数据，并将分析结果快速转化为决策或参考意见的实践目的。

就众包对教育领域的影响而言，Anderson等（2013）预测众包理念及相关技术将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应用，包括整理文章、演讲视频合成、对存在交流障碍的孩子们进行康复治疗等。张子石，吴涛，金义富（2015）将众包理念引入虚拟学习社区，通过分析众包社区与虚拟社区的异同点，探究了众包理念在虚拟学习社区领域的可行性，梳理了众包在教育中的现有应用形态及其共同特点，同时分析了众多成功实例，包括Peer to Peer University、PlanetMath、Memrise、Knowmia、EFA、网易云课堂、维基百科等。Prpic和Shukla（2015）认为众包通过基于互联网集体智慧的任务发包接包形式，可以通过线上知识共享和学习，有效缓解失业人群的就业问题。


2.5 企业创新领域的研究现状

2.5.1 企业创新模式研究

企业创新模式的转变促进了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出现。回顾学术界对企业创新模式的主要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其主要经历了概念界定研究、创新模式研究及具体的创新措施研究三个阶段，如表2-6所示。


表2-6 企业创新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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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的概念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熊彼特（Schumpeter）于1928年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并指出创新是将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结合引入生产体系的活动，包括：引入一种新产品、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的市场、获得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供应来源等。张建申和安立仁（1994）针对当时我国建立市场经济初期所存在的企业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如技术进步贡献率过低、投入产出低、综合效益极差等，首次界定了我国技术创新的概念，即：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创新形式为首次创新和模仿创新，创新内容包括工艺创新、新产品开发、原有技术的重新组合、新设备引进、先进技术的引进、新造型。傅家骥（1998）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抓住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标，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起效能更强、效率更高和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方法，从而推出新的产品、新的生产（工艺）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供给来源或建立企业新的组织。彭玉冰和白国红（1999）提出企业技术创新是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生产条件、生产组织进行重新组合，以建立效能更好、效率更高的新生产体系获得更大利润的过程。

虽然诸多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对创新及技术创新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且并未形成有关概念内涵及外延的统一共识，但均发现企业技术创新的核心目标仍是获取更大的商业利润。另外，企业所面临的创新资源严重匮乏、创新手段不健全、技术成功转化困难、创新成果转产周期长等瓶颈问题，也迫使企业需要引入更多的外部资源。因此，企业创新应逐步脱离传统的封闭式创新模式，向以合作创新为主的半开放式创新模式发展，并逐步实现完全的开放式创新模式。Chesbrough（2003）在其专著中，从技术创新获利的新规则视角出发，系统性地提出了开放式创新的概念及理论，继而指出开放式创新企业应摒弃原有的“创新活动应在企业内部实现”的理念，打破企业的传统边界，将企业内外部有机结合为一个统一系统，充分协调内部及外部的创新性思想，并利用市场化渠道为创新服务。高文兵（2006）指出我国中小企业资金缺乏、人才匮乏、信息缺乏、技术基础薄弱、抗风险能力差，合作创新模式可以帮助中小企业有效克服自身劣势，最终达到各合作主体共赢的结果。Brabham（2008）将众包描述为企业在线发布问题、大众群体提供解决方案、获胜接包者获取报酬、知识成果转化为企业所有的在线分布式问题解决模式。王中华和赵曙东（2009）在其研究中提出技术创新的三种模式，即自主式创新、模仿式创新、合作式创新，但中小企业规模较小、组织一体化程度较低、资金实力有限，所以一般认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要模式应当是模仿式创新与合作式创新。史艳（2009）对美国科技工业园区模式、英国剑桥科学公园模式、日本产学官模式等产学研合作创新模式进行对比分析后提出本土化建议，主要包括：加强政府职能建设、构建产学研合作创新的平台和服务机构、建设产学研结合的产业创新群和产业聚集区、人才激励机制、专项资金支持、培养中小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Doan（2011）回顾了基于万维网的众包系统的应用现状，并根据问题类型及协作方式等要素，对众包系统进行了分类总结。潘彦（2011）指出技术创新模式主要有三种：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及合作创新。其中，自主创新旨在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模仿创新旨在帮助企业获取技术后发优势的客观基础；合作创新是一种外部创新，具有创新主体多元、形式多样化的特点，且有利于企业在不同的合作主体间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继而有助于企业缩短创新时间，分散创新风险。朗宇洁（2012）基于长尾理论分析指出，众包具有过滤器和集合器的双重功能，因而面向众包的信息服务模式是一种描述源于用户信息需求发布活动，并以问题解决为中心，主动服务与自助使用相结合的集成式信息服务模式。Khasraghi（2014）指出从企业创新绩效视角考量，众包式创新模式的效率更高且效果更好。涂艳、孙宝文和张莹（2015）从众包对创新模式的影响、众包创新模式、众包商业模式、众包商业模式风险以及众包创新业务流程5个维度进行了梳理和述评，指出了基于社会媒体的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研究趋势。[image: ]
 等（2015）定义了三种综合型众包应用场景，分别是虚拟劳动市场、竞赛式众包与开放式合作。薛娟、丁长青和陈莉莎（2016）基于复杂网络传播动力学理论，通过采集IdeaStorm众包社区的历史数据，深入探究了合作型众包创新模式的知识传播特点和规律，继而刻画了其对应的知识传播模型，如图2-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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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合作型众包创新模式知识传播模型

注：其中i（t）为传播结点，s（t）为易感结点，r（t）
 为免疫结点。

资料来源：参考薛娟，丁长青，陈莉莎. 基于SIR的众包社区知识传播模型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33）:131-137绘制。

针对不同的技术创新措施，学者们也提出了多种不同维度的具体建议。庄岩（2009）认为科技型企业采纳的创新模式应以技术创新为主导，整合企业内部其他资源的同时进行开放式的合作创新，即以与供应商合作挖掘客户需求为指引，以与高校和科研单位合作来加强技术创新能力，与竞争对手在竞争中合作来提升行业发展潜力，最终实现科技型企业协同创新的突破发展。王可侠（2009）指出企业突破其自身所存在的创新投入、创新成果及创新效益水平低、风险规避能力差等瓶颈性问题，发展产业集群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有效途径，并基于马歇尔提出的“外部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观点，指出集群的竞争优势会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基于迈克尔·波特提出的“钻石模型”，指出集群竞争优势在于区域竞争力；同时认为集群内部的竞争激励将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张震宇和陈劲（2009）指出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存在创新资源严重匮乏、创新手段尚不健全、技术成果转化困难、创新成果管理困难等瓶颈性因素，而开放式创新模式恰好能有效突破上述局限，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大量的外部创新资源可为企业输入创新的新鲜血液，并提供更广阔的创新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开放式创新模式可为企业带来更科学的创新理念和更全面的创新管理手段。魏迪（2010）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发现，基于目前创新基础不稳定、创新模式不深入、创新机制不完善的现状，应建立基于三重螺旋模型的创新模式，即“大学—产业—政府”相互作用模式，并提出“以创业型大学为驱动力、通过产业链梳理形成合力以提升薄弱环节、以政府机制为导向引领产业加速发展、以服务中介机构为催化剂培植创新模式接口组织”的政策建议。吴伟（2012）以辽宁省科技型企业为调研对象，指出科技型企业是区域创新体系中最具创新动力、创新能力及成长优势的企业，科技型企业在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的同时，还存在着企业内资金、人才、信息和政策资源不足等问题，企业现有资源不能较好地与企业的可持续创新要求相匹配。因此，吴伟基于开放式创新理念及辽宁省的实际情况，提出“企业应与金融机构、用户、供应商、行业相关企业及科技中介机构等创新源泉主体合作，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创新提供资源支持”。

除了表2-6所列研究外，王姝、陈劲和梁靓（2014）实证分析了网络众包模式中互补共生的运营模式和基于知识服务的协同组织过程，探讨了个体与利益相关者协同创造群体价值的途径。宗利永和李元旭（2015）基于国内外文化创意产业众包模式的应用案例，将该产业的众包模式分为以社会化求解机制为主导、以社会化选择机制为主导、以社会化传播机制为主导及以社会化整合机制为主导四种类型，并指出了其共性的问题。Xu等（2016）提出可基于众包的理念，利用社交媒体用户的实时特性和共享信息，使用“5W模型”（包括what，where，when，who，why元素）检测、分析、应对城市应急事件，以保障城市公共安全。

2.5.2 企业创新成本分析

关于众包对企业创新成本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视角，其部分研究成果汇总如表2-7所示。


表2-7 企业创新成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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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莉和张庆国（2010）基于企业交易费用、战略、能力边界理论及无边界企业理论分析众包，将自身的核心、非核心业务部分或全部众包，经过价值链解构和价值环节众包，企业的纵向边界缩小。众包网络中，企业不仅可以通过内部科层创造价值，对所处价值链与众包网络的管理同样可以产生价值。主导企业不断寻求更低成本接包商，并且通过对众包网络的控制，主导企业间接可用的能力边界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拓展。涂慧（2011）认为众包是对企业传统创新方式的挑战，随着因特网的发展和消费者理性的产生，用户创造内容使得创新民主化。其根据契约经济理论全面分析众包后进一步指出：其一，从交易成本理论来看，发包方绕开中介机构直接在公司官网上发布任务可以降低解决问题的成本，而目前为了更高效地促成接包，发包方主要与中介机构签订合同合作。例如：李忆、姜丹丹和王付雪（2013）结合交易成本理论，从知识交易视角分析了众包模式分别与定价机制及交易机制的匹配模式。其二，从委托代理理论来看，因为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中介机构的信誉、工作努力程度是发包方不能全面细致了解的，存在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因而就产生了代理成本，因此有必要建立完善有效的机制来规范和制约代理人的行为。例如：郝琳娜、侯文华和刘猛（2014）在考虑存在不同R＆D创新溢出效应的前提下，针对企业的创新投入策略，以及众包竞争模式中企业间完全竞争和合作时的决策问题，建立了相应的博弈模型，以剖析众包参与方之间的利益与风险。其三，从契约激励角度来看，对于发包方来说，为避免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降低交易成本，必须建立完善的激励体系，鼓励接包方运用自己的创新能力为发包方服务。祁云和陈小勇（2012）从经济学视角指出众包的边际成本小于边际利润，因而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发包方企业运用众包模式解决技术创新问题。

2.5.3 企业商业模式研究

企业众包创新模式是企业创新活动的一种全新商业模式，随着互联网世界的快速发展，商业模式日益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就其定义而言，目前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共识；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遵循着传统商业模式的基本结构体系，该结构体系中的每一具体要素不仅关系着企业的竞争战略，而且充当着企业了解市场的风向标这一重要角色，并指导着企业业务流程的具体实施活动。因此，要持续推动新兴的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发展，就必须剖析出合理的商业模式体系结构。关于商业模式的研究成果相对丰富。

目前关于商业模式的分类标准五花八门，如何从多元化的要素分类标准中挑选出科学合理且适宜的体系结构对当前众包网站进行分析，也成了本研究的重点。

Chandler等（1962）在《战略与结构》（Strategy and Structure
 ）中开创性地对现代工业企业的成长与其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的辩证分析，并认为多样性的挑战隐含在企业在管理时富有想象力的增长策略中。Chandler（1990）又对上述工作进行了补充，认为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增长机遇。Slywotsky（1996）指出商业模式的本质在于：企业如何选择目标客户，定义并区分其所提供的产品、配置市场资源以及如何为公司创造利润。Stewart和Zhao（2000）则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种公司创造利润并维持利益流的方式；在操作层面，商业模式代表一种建筑结构配置，其重点在于内部流程以及基础设施的设计，从而能够使公司获得利润。Osterwalder、Pigneur和Tucci（2005）认为商业模式是一种理论工具，包含了很多商业元素及其间的关系。每个公司都有自己具体的商业模式，它显示出一个公司在客户、公司结构、盈利模式、可持续发展及客户关系等方面存在的价值。其对调查研究得出的52种关于商业模式的定义进行了整理和提炼，认为之所以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关于商业模式的明确概念，原因在于众人关于商业模式的研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对于商业模式的组成要素在深度、广度等方面的认识也有着很大的差异，使得商业模式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Chesbrough（2007）认为从本质上讲，商业模式执行着两个重要的功能：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商业模式定义了一系列的活动，从原材料采购直到满足最终消费者，在这种方式下能够产生创造价值的服务或产品。这一点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其一，若没有价值链的创造，其他公司就不会参与到生产过程中来；其二，商业模式可以在这些产品的开发运营中为公司获取利益或价值，这样才能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行。池丽华和魏拴成（2011）指出目前众包的商业模式主要是四种：集体智慧模式、用户创造内容的大众创造模式、大众投票模式、小额贷款集资模式。而企业在构建众包的商业模式时应遵循以下原则：选择合适的大众、提供恰当的激励、将工作分解、不要问大众能为你做什么而是问问自己能为大众做什么。朱耕深和朱雅杰（2010）将众包的商业模式划分为大众参与内容创造的维基模式，及对传统商品、服务按照众包理念重新架构的价值链模式，并通过案例分析法说明众包在价值链、人工智能、闲置资源及社区信息模块均可不断进行优化完善。朗宇洁（2012）指出目前国内众包应用分为四种模式：垂直性专业细分服务模式、综合性现金悬赏模式、知识出售模式、多媒体信息交流有偿服务模式；但与国外模式相比，尚缺乏直接给企业提供保密科研问题的互联网信息交流平台且聚集大规模科学家和奖金为众多公司节约上百亿美元研发成本的实力，不能满足企业对于信息的针对性需求。Alessia等（2015）指出商业模式涉及公司选择客户的途径、区分和定义客户的方式、资源配置机制、进入市场并为客户创造效用和获取利润的形式，而众包模式则是将传统外包分配给指定代理商的任务重新转移给了没有预先设定的大众群体的一种开放式创新模式。其基于两者的异同点，给出了众包和商业模型的集成众包业务模型，并认为该模型可广泛应用于企业产品开发、广告促销、市场调研等领域。


2.6 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研究现状

综上所述，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旨在获取更大的商业利益，其创新模式也日渐趋向于开放式创新。实行开放式创新是企业突破自身创新瓶颈的有效途径。同时，网络虚拟社区对企业挖掘更大的商业价值——网民群体的商业价值、寻找更广泛的合作创新主体——网民群体的集体智慧、获得更有潜力的创新机会——网民群体的创意源泉具有深远影响。当网络虚拟社区的发展与企业开放式创新的需求发生碰撞之后，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便应运而生了，众包模式作为新兴的创新商业模式，是对合作创新的又一次全面拓展（廖玉清，2012），而基于互联网的完全开放式创新模式将会颠覆性地改变企业的现有创新模式（肖岚和高长春，2010）。众包推动创新的重要性不容置疑，Howe（2008）明确指出在互联网技术支撑下，众包创新打破了企业传统创新模式，并为开放式创新开拓了新的渠道，众包模式可帮助企业获得丰富的创意，如Threadless网站可从其用户社区中获得T恤衫的设计方案，欧莱雅通过电台广播活动获取广告创意。Insor和John（2009）也曾指出依靠互联网，众包借助组织以外的力量即业余爱好者来解决企业在生产、设计和研发中的问题，将全面加速企业创新和创意的产生，将改变市场营销、广告设计和工业设计等创意型产业的未来；众包创新创意活动还将成为超越企业组织、时空界限的社会化行为，并最终引领一种全新商业模式的诞生和发展。Winsor（2009）也大胆预测了众包最终将成为主导性的创新模式。如今，众包创新模式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的热点。可见，基于网络社区的众包机制势必会给企业创新带来革新性的影响。因此，在商业实践领域，企业应把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作为创新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学术研究领域，本研究下面将对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

2.6.1 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形成因素

企业开展创新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追求创意，更重要的是为了更加贴近消费者多样而又个性化的需求，这就需要实现用户创新。通过众包即可实现用户从消费者到生产者的角色转变，让消费者参与产品的设计和评价。而众包相较于其他用户创新方式而言，其一，有着鲜明的特点。即用户参与的开放性与数据资源的公开共享性（Franzoni and Sauermann，2014）。其二，有着突出的优势。其优势主要在于依托互联网可获得庞大的外部人才资源，且问题解决者是自愿参与众包项目的，正是因为自愿，所以毫无怨言、尽心尽力，于是能做出更加优秀的方案。其三，有着蓬勃发展的基础条件。即大众参与研究工作的意识日益增强，以及基于大众共同参与的研究模式的逐步形成和规范，均为解决有限的科研人员数据处理能力与海量化的待分析数据之间的瓶颈性矛盾提供了可行性方案（卫垌圻，2015）。结合这一背景，在推动众包创新模式的起源和发展因素的研究过程中，诸多研究学者从网络技术、网民数量、消费者、企业、市场竞争环境等视角考察了其崛起与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主要形成因素汇总如表2-8所示。


表2-8 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主要形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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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网络技术视角而言，龙啸（2007）指出消除了时空隔阂并降低了参与者成本与参与门槛的互联网技术是众包创新模式产生的根源。马卫、方丽和屠建洲（2008）认为互联网技术是连接供需双方，使消费者能更好地与企业交流，并更加快捷方便地获取所需信息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伴随着企业创新思路的转变，即由传统“目标驱动决策”转向“数据驱动决策”的科技创新理念，基于网络海量大数据统计分析的科技创新管理方法也因此成为优化企业创新模式和提高我国科技创新水平的关键技术。

就网民数量视角而言，侯文华和郑海超（2012）指出大众的参与是众包创新成功的关键，参与众包任务的人越多，发包方得到的解决方案越多，从而获得最佳方案的概率也越大。

就消费者视角而言，龙啸（2007）指出由于消费者是最了解消费者自身需求的人，因此，产品的设计、研发等创新过程应该以消费者为主导。刘文华和阮值华（2009）指出在追求个性化的时代，消费者并不甘于只做单纯的产品接受者，而是期望通过加入产品的创新设计、制作等过程，拥有内含个人智慧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化产品。

就企业视角而言，梁美丽（2009）指出由于任何组织都存在内生惰性和智力资本的有限性，而众包对应的“与其强迫内部员工加强学习，不如放手让外部群体智慧与内部员工智力资本联手解决问题”这一理念克服了上述两项局限性。谢园（2010）的研究表明消费者生产模式能够更好地拉近品牌与用户之间的距离，建立品牌感情，增加用户的品牌忠实度。魏拴成（2010）指出众包产生的动因主要是多样化、差异化的顾客需求，互联网为众包双方的沟通提供了有效渠道，同时社会的发展为众包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人力资源的供给基础。Von Hippel（2011）在对12个知名企业的案例进行综合分析后，从企业视角总结出应用众包的动因，主要包括利用大众智慧、降低生产成本、利用技术进步和专门知识、激励生产者参与、提高适应个性化需求灵活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产品质量、利用大众传播。张鹏和鲁若愚（2012）指出众包式创新的效率高且效果好。

就市场竞争环境视角而言，马卫、方丽和屠建洲（2008）的研究表明用户的需求信息和使用环境之间存在着复杂而微妙的动态交互关系，因此，来自外部智力资本的冲击与碰撞，能够促使企业及时注意并有效获取市场的外部信息。何思倩和蒋红斌（2011）通过分析Ushahidi应用案例指出众包的服务模式、核心理念源泉及人力资源是基础，人力资源间的信任和合作是保证，社会环境是土壤。张利斌、钟复平和涂慧（2012）认为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是推动企业实施众包创新模式的客观条件。Bayus（2013）基于对戴尔（Dell）IdeaStorm众包创新社区的研究发现，尽管众包创新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值得注意的是，大量企业为寻求满足外部市场需求的新产品设计创意，纷纷创建了自己的众包社区。

2.6.2 参与者参与众包的动机及激励机制

动机会对实际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很多学者展开了大众参与众包的动机的研究，现有研究成果主要是基于动机理论探讨众包问题解决者的参与动机，以及各种动机对参与行为的影响等。Leimeister（2009）将参与众包的动机定义为外部激励和内部动机两方面，即动机主要分为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外在动机主要是为了获得现金奖励、名誉和认可等外在利益，而内在动机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和成就感等内在需求（冯小亮和黄敏学，2013；Battistella and Nonino，2013）。

最初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外在动机上，外在动机旨在获得现金奖励、名誉和认可等外在利益，其中，尤其以获得经济报酬这一外在动机为主。Shin等（2012）发现相较于按次支付薪水而言，按投入时间支付薪水能够更好地激发众包参与者的参与动机，进而提高其生产力。Lakhani和Gorvin（2010）通过案例研究和问卷调查发现，参与者加入众包社区的主要动机是为了获取经济报酬。Howe（2008）和Yang（2008）都提出奖金激励是吸引用户参与的重要影响因素。Organisciak（2010）基于马斯洛（1943）需求层次理论和Alderfer（1969）的ERG（existence, relatedness, growth；生存，关系，成长）理论解释了用户参与众包的动机，对13个众包网站进行调查分析后发现，奖金激励是用户参与众包的主要动机之一，公众参与度的提升与酬劳高度相关。Che和Gale（2003）、Schottner（2008）均提出了奖金拍卖的方法，以减少由于预先设定奖金而引起的效率损失。Horton等（2010）基于劳动力供给模型、成本曲线和支付函数，提出了一种新方法，用于估算问题解决者愿意参与众包项目的最低薪酬。Silberman、Irani和Ross（2010）明确指出相较于其他激励机制而言，货币激励机制在众包活动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张鹏和鲁若愚（2012）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对众包式创新模式的激励机制进行分析后发现，线性的奖励机制有助于提高众包式创新的运行效率。Shao等（2012）采用来自猪八戒网的调研数据开展实证研究后得出结论：奖金越高、任务越简单、持续时间越久，且同一时间段内同类任务的数量越少，则参与该众包任务的问题解决者的数量越多。Fan等（2014）设计了基于激励机制的全支付拍卖机制，以提升预期利润和参与主体的满意度。Stol和Fitzgerald（2014）整合性地提出了软件众包研发过程中的六个关键问题，即众包任务分解、协调和沟通、规划和调度、质量保证、知识产权、激励和薪酬，由此可见激励和薪酬这一外部激励机制的重要性。Zang等（2015）以收集和分析海量移动数据的群体感知移动应用为研究背景，分别探究了以发包方为中心及以用户为中心的激励机制，并证明了经济激励对吸引用户参与有重要作用。

此后，内在动机开始逐渐受到研究者们的关注，其认为众包用户行为更多地受到内在动机的影响，而非外在动机的影响。内在动机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兴趣和成就感等内在需求，这些动机主要包括心理需求、新知习得性与社交愿景三个方面（Lee and Seo，2016）。

第一，就心理需求层面而言，Sternberg（2009）的研究表明，持有智力资源禀赋且有创造力的人往往善于自我激励，即更愿意听从内心的激励而非外部物质奖励。Howe（2006）指出众包参与者大都是出于兴趣爱好而投入工作，其目的往往是非商业的。刘勇和潘海东（2010）的研究表明众包带给渴望得到别人认同的参与者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心理上的满足。Yasseri（2014）对维基百科上一系列跨语言跨地区使用者编辑的内容进行分析后发现，维基平台具有聚合与散播信息、折射用户兴趣与偏好等心理需求的能力，而非经济激励机制所驱使。仲秋雁、王彦杰和裘江南（2011）通过PAM\|ISC模型经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网民更倾向于关注参与社区的乐趣、价值主张的表达渠道、自我肯定以及虚拟社区体验等心理需求方面的因素。与此观点不谋而合的是，冯小亮和黄敏学（2013）通过统计分析指出兴趣爱好和追求成就感是大众参与众包的主要的内在动机。

第二，就新知的可习得性层面而言，从根本上讲，用户参与众包活动是因为他们能从社区中学到不同的知识。Mamykina和Smyth（2016）利用实验研究法，剖析了在众包软件研发行业众包任务及参与者等特征对众包研发机制的影响，其通过设计、流程、创建学习数据集和测试四个步骤，将个人表现、新技能习得、自我价值获得、任务难度、回应且达成共识、价值认知、反馈准确度等作为控制变量，分别剖析了不同因素对众包研发参与动机的影响，并发现新技能习得和反馈准确度对参与动机存在显著影响。

第三，就社交愿景层面而言，Brabham（2010）的研究明确指出了包括促进共同合作、打发无聊时间、认识新朋友和接触新社会等与社交愿景相关的众包参与动机。仲秋雁、王彦杰和裘江南（2011）利用期望确认模型及沉浸理论构建众包社区用户持续参与行为模型，实证研究得出众包社区用户的持续参与意向主要受到用户满意度以及沉浸感等因素的影响，而感知有用性对满意度存在正向影响，享受乐趣、虚拟社区感、自我肯定等因素会促进沉浸感的形成。师蕾（2012）基于行为动机理论、新产品开发理论以及创意竞赛理论，结合威客网站的具体特色，研究用户参与行为，指出了任务属性（奖金数额、任务期限、难易程度）及市场竞争状况（竞争性任务数量、竞争性价格）对任务交稿人数及中标者能力等级的影响，其发现任务发布者对任务参数的不同设置以及市场竞争状况的差异会导致不同能力等级任务解决者的行为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冯小亮和黄敏学（2013）认为大众可能会为了结识朋友而参与众包活动。Mamykina等（2016）认为同层反馈是组织大众学习的有效机制。其以众包软件研发行业为例，剖析了在众包社区中，尽管源自专家的正确反馈是帮助众包参与者提高其知识技能并获得最佳解决方案的有效机制，然而无论是明确反馈抑或是非明确反馈（其中，明确反馈意指个人能够直接获得源自他人的反馈信息，而非明确反馈意指个人仅简单地将其答案与他人提供的答案进行比较），相较于专家的反馈而言，众包参与者都更愿意获得同龄人的明确反馈，该反馈能更显著地影响其众包参与动机。这一研究结论再一次佐证了同龄人或者说是同层级众包参与者之间的社交愿景。

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将参与众包的外在动机和内在动机纳入统一体系进行研究，并明确指出两者的共同作用决定了众包参与者的参与动机及其参与行为。例如：Goncalves、Hosio和Rogstadius（2015）通过对四个案例的综合分析（如表2-9所示），研究了人们参与众包的动机，并详细描述了在无所不在的众包活动推进过程中无私贡献的可能性（案例1分析如图2-10所示）、不同心理赋能对众包参与度的影响（案例2分析如图2-11所示）、环境线索激发众包参与度（案例3分析如图2-12所示）、现场即席性激发众包参与度（案例4分析如图2-13所示）等问题。


表2-9 Goncalves、Hosio和Rogstadius（2015）的众包动机及影响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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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众包活动推进过程中无私贡献的可能性

资料来源：参考Jorge Goncalves，Simo Hosio，Jakob Rogstadius. Motivating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Contribution in Ubiquitous Crowdsourcing [J]. Computer Networks, 2015（7）:34-48案例1分析过程总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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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不同心理赋能对众包参与度的影响

资料来源：参考Jorge Goncalves，Simo Hosio，Jakob Rogstadius. Motivating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Contribution in Ubiquitous Crowdsourcing [J]. Computer Networks, 2015（7）:34-48案例2分析过程总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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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环境线索激发众包参与度

资料来源：参考Jorge Goncalves，Simo Hosio，Jakob Rogstadius. Motivating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Contribution in Ubiquitous Crowdsourcing [J]. Computer Networks, 2015（7）:34-48案例3分析过程总结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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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现场即席性激发众包参与度

资料来源：参考Jorge Goncalves，Simo Hosio，Jakob Rogstadius. Motivating Participation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Contribution in Ubiquitous Crowdsourcing [J]. Computer Networks, 2015（7）:34-48案例4分析过程总结绘制。

其中，案例1的分析过程中明确强调了社交愿景和自我价值实现的众包参与动机；案例2的分析过程中明确强调了社区的心理归属感这一个体通过对工作情境的评价所形成的内在动机状态在众包参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案例3的分析过程中明确强调了各类线索对众包参与者之间互动性的影响，包括众包参与者对众包任务的所见所想等因素；案例4的分析过程中明确强调了情境性、现场感以及公共展示等因素对众包参与的影响。

总体而言，Goncalves、Hosio和Rogstadius（2015）认为享受乐趣和社区交互感、心理归属感、位置线索与视觉线索的互动性、任务的情境性、现场感及公共展示等因素都将构成参与者的参与动机，并共同影响参与者的参与行为。

综上所述，需要明确说明的是，尽管有关众包主体参与行为的研究成果已较丰富，但就中国本土化情景的众包创新参与主体而言，从接包主体和发包主体双方的努力期望及众包网站技术支持情况等视角对其参与动机成因产生影响，继而进一步影响主体行为的潜在因素又有哪些呢？关于这一本质问题的研究仍较为鲜见，研究成果凤毛麟角。因此，本研究将针对我国企业众包创新主体参与行为的本质性影响因素及潜藏性影响机制问题，在对现有理论模型进行整合与修正的基础上，对中关村中小企业进行实地走访和电话访谈，并采用猪八戒网和一品威客网的调研数据对其进行实证检验。另外，如何结合众包参与度的动机成因与影响因素，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的研究成果更为鲜见。因此，本研究将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从大众参与众包的动因出发，基于满足参与者的心理需求、新知习得性需求及社交愿景入手，探究关系型虚拟社区的激励机制设计方向，通过分析交易型众包创新虚拟社区的货币激励方式存在的弊端进行激励机制的改进与创新设计，以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缺失。

2.6.3 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风险

关于众包商业模式风险研究，陆丹、徐国虎（2013）指出众包是以企业为主导的网络大众参与的创新方式、资源内外整合的开放式创新活动，但属于风险较大的创新活动。Chesbrough（2003）认为众包可能会带来知识产权纠纷问题，众包接包方与发包方之间是一种非契约约束关系，它并没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转移控制机制，也就是说知识产权并未得到充分保护，于是企业从外部取得的知识处于无保护状态。Kittur等（2008）对AMT这一集雇用和劳务为一体的微任务网络交易平台进行研究后发现，该系统中的用户可雇用任何人承接智能任务，但由于发包方无法甄别优质接包方或甄别成本过高，以及接包方由于存在大量浑水摸鱼者，导致奖金利益受损等问题，使该商业模式一直未大获成功。Von Hippel（2005）指出生产者来自公众，致使资源变得零落，倘若无法找到合适的整合机制或架构，则会对完整的生产进度造成影响。Suri等（2011）指出在众包过程中，为了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化的收益，接包方在解决众包任务过程中会提交无效或是低质量的解决方案。Kazai等（2011）指出任务设计的缺陷将引发接包方的欺诈行为。Eickhoff和Vries（2011）也指出如果任务类型的选择不科学，将引发接包方的欺诈行为。Kittur（2010）认为对于特定的行业，任务往往具有相互依赖性、高复杂性、异质性等特点，并且通常涉及接包方大量的时间投入、跨学科跨领域的专业知识，因此，将这类任务释放给大众接包方，势必会导致众包效率偏低甚至经历长时间等待仍无解等问题。

为规避及解决潜在风险等问题，Kittur等（2008）指出在雇用众包接包方来评估维基百科文章质量的时候，可以通过增加问题来检测接包方是否真正阅读了文章而不是随意评分的情况。彭必源和钟鹏（2009）认为众包的发展应充分利用互联网、选择合适的大众、规范制度、加强行业自律，同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尽快建立与众包相适应的电子支付系统。Le等（2010）提出解决众包中接包方的欺诈问题，对解决方案增加黄金标准即标准正确的任务解决方案；然而黄金标准对没有清晰标准解决方案的任务是不可行的，因此，可以用核实性的问题来评估接包方的可靠性。Whitehill和Seltzer（2017）提出了可同时评估多标签实例、接包方专业知识、发包任务难度的评估模型，有效解决了接包方能力与任务难度的匹配评估问题。Hoβfeld等（2011）认为利用核实性问题及用户监测可以有效检测欺诈型接包方。Dow等（2011）指出通过增加任务的协作机制及交互反馈机制，会降低接包方欺诈行为的发生概率。Sheehan（2010）、Zhao和Zhu（2014）认为企业或机构应对在线社区给予更多透明度与信任度，通过公开众包任务的相关性提升任务信息的透明度，以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众包低效率问题。Zaveri（2013）指出确定合适的悬赏价格对于众包创新模式的扩散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Matthias、Hoβfeld和Phuoc（2013）提出两种降低接包方欺诈的方法，即大多数原则（majority decision）和控制变量法（control group）。其中大多数原则是指同一项任务由N
 个人来做，所得到的解决方案提交人数最多的成为最终获选方案；控制变量法是由少数人来完成一项任务，再由多数人评价其所提交的任务解决方案，若多数人表示同意，则成为最终解决方案。经过检验，两种方法都具有较高的置信水平。此外，进一步发现，从成本角度分析，大多数原则适合常规性任务，而控制变量法适合复杂且具有更高创新性的任务。陈强、吴金红和张玉峰（2013）从大数据环境出发，构建了企业竞争众包模式的逻辑框架，并着重剖析了保障大数据项目成功的关键环节。

尽管目前有些研究成果涉及众包风险和风险规避方法的分析，然而，如何设计出本土化的、可操作的、科学合理的网络众包创新模式激励机制，不仅能有效降低乃至规避众包风险，同时还能增加众包参与者的活跃度呢？目前，围绕这一问题的综合性研究成果仍较为鲜见，该问题也成为本研究拟突破的研究瓶颈之一。


2.7 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综上所述，尽管经过众多实践管理者及其研究学者多年的努力探索，取得了一定的实践及理论成果，然而，目前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并存在以下研究局限：

第一，网络社区众包创新模式的支撑理论并未形成统一的共识。众多业界管理者及学术界研究者们从商业变革视角、大众委托契约视角以及民主化创新视角等，对众包及其对应的创新模式的本质内涵和外延形式进行了分析。然而，探讨支撑众包创新模式理论基础的文献或研究成果仍较为鲜见。在缺乏理论指导的情况下，企业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以加深对于这种新型创新工具的认识，并通过经验总结来提高众包创新的效率，这样的实践过程将会漫长而曲折。因而亟须补充如何提高基于众包机制推动中小企业创新效率的相关理论。

第二，对众包创新平台的分类标准及框架模型缺乏统一的认识。目前国内外兴起了众多网络平台，企业借助这些平台实现其创新需求，如果能在纷繁复杂、形态各异的众多网络平台中，探索出统一的分类标准及模型框架，则将有助于企业高效选择出更加科学合理的众包平台发布任务，提升其创新效率。此外，众包平台分类及框架模型的统一，将有助于研究众包参与者的特征，对众包参与者给予更加精准的定位。

第三，对众包过程中潜在创新者本质特征的研究不足。并非每个网民都适合提供众包创新服务。因此，企业必须明确自己的定位，选择自己所需的大众，并对不同的用户实行差别化定位，以有效识别和激励活跃的原始创新者及改进创新者。然而，目前与众包参与者的甄别和定位相关的研究成果却凤毛麟角。

第四，对众包过程参与者的参与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尚不够深入。众包活动集接包方、发包方、众包平台三位一体，众包创新系统的活跃度取决于接包方及发包方的参与度，对影响接包方、发包方参与创新的关键因素的研究将有助于众包平台服务体系的完善，并提升企业组织及市场的创新活力。因此，有必要从上述三个方面共同探索影响接包方、发包方参与众包创新的关键因素。

第五，缺乏对基于网络平台的本土化、开放式社区众包创新模式激励机制的研究。一方面，就研究角度而言，多为直接将西方的众包模式应用于中国实践，而对中国文化情境下的众包问题缺乏针对性的研究；另一方面，已有的创新模式激励机制的研究成果大都是基于创新任务的委托代理关系展开的理论研究工作，缺乏集成众包平台、发包方及接包方多主体之间利益关系剖析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推进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本土化探索和多主体利益关系的研究工作。

基于以上研究不足，本研究将从众包创新模式、众包参与者特征与参与影响因素、众包参与激励机制等方面着手，提出针对中关村中小企业使用众包创新模式的相关政策建议。


2.8 本章小结

本章重点剖析了众包机制推动中关村中小企业创新模式变革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回顾评述了国内外众包机制及企业众包创新理论的研究成果，以递进的逻辑顺序对网络虚拟社区、众包机制、企业创新模式、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相关的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现状进行了全面梳理和汇总分析。同时，本章全面揭示了“何为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这一问题的答案，对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研究现状进行了述评，并指出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中存在的不足之处，继而确定了本研究将展开的重点研究工作，将主要涉及企业网络众包创新平台分类及其特征研究、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参与者特征研究、网络众包创新模式参与者的参与度研究、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激励机制设计、推动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发展政策建议等。


第3章 企业网络众包创新平台分类及其特征研究

3.1 引言

众包是在Web 2.0时代下产生的一种开放式创新模式，在此模式下可以获得极具价值的应用、服务和资源。众包打破了传统企业原有的创新方式，在为企业输入创新血液的同时，推进了企业实现技术创新的步伐。此外，众包也为企业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使得创新工作能够有效地按需实现，并在虚拟远程的互联网环境下集成网民集体智慧协同完成。目前世界上已有的众包平台形式繁多，应用广泛，主要包括众投、微任务众包、创意众包、问题解决方案众包等。目前影响力较大较广的AMT众包平台，参与者可在其网站（www.mturk.com）上注册，之后可参与完成各种众包任务，同时参与者还能通过平台互动了解彼此、讨论事宜、发送日常活动信息等。Samasource（www.samasource.org）众包网站可为发展中国家的公民或无业人员等众包任务参与者提供独立物理工作区域，以便其更好地完成微任务。CrowdFlower（www.crowdflower.com）与CROWD、ClixSense、CrowdGuru、instaGC、NeoBux及Swagbucks一同提供了大量分类任务和参与者分组，使参与者能够更好地聚集在一起，完成其感兴趣的任务。Microworkers（www.microworkers.com）按照众包参与者的特征为其个性化过滤并筛选出适宜的众包任务，较好地匹配了众包任务发包者与接包者。ClickWorker（www.clickworker.com）提供了众包任务分类和相应的众包任务质量评价体系（Schmidt，2016）。由于众包平台数量众多，各有特色，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网络社区众包创新平台进行分类研究。


3.2 网络社区众包创新平台分类研究

众包是信息技术及互联网逐渐普及后的产物，众多众包网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创新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越来越受到重视。众包的商业模式是公司或机构把由内部员工或承包商完成的工作内容，以开放的模式自由自愿地交由非特定大众完成。在该模式下，企业整合了内外部资源，继而形成技术创新解决方案，成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然而，目前对众包商业模式概念界定及分类标准并未形成统一的权威解释。何思倩和蒋红斌（2011）根据众包是否以营利性为主，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户自发型，大众自主贡献知识，如维基百科、搜狗拼音等；另一类是以营利为目的，企业激励用户贡献特殊才能，如InnoCentive、猪八戒网等。钟耕深和朱雅杰（2010）将众包商业模式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大众参与内容创造的维基模式，第二类是对传统产品、服务按照众包理念重新架构的价值链模式。上述两种众包商业模式的分类标准不同，但内容类似，一类是用户自发参与内容创造型；另一类与企业相关，会涉及企业创新型。而笔者根据对第二类与企业相关的众包模式的调研发现，有些企业主要依靠众包网络平台即第三方来发布并完成众包任务，还有部分企业通过设计比赛或是自营论坛来解决众包任务，据此，本研究将众包商业模式分为以下三类：用户自发型、中介平台型与企业自发型。

用户自发型的众包模式，是基于用户对贡献内容及分享内容的热情来实现，一般都是以动态自由内容为主的网站，依据大众的智慧生产内容。

中介平台型众包网络是集接包方、发包方、中介平台为一体的平台。众多众包中介平台崛起并迅速发展，形成互联网行业的新潮流。发包方低成本、快速高效获取到问题的解决方案，接包方在充分利用自己业余时间的同时获取一定的奖励。该模式框架图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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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中介平台型众包模式框架图

企业自发型众包商业模式是企业通过设计竞赛，并以现金等悬赏模式招标，或是在自营论坛中挖掘用户的真正需求以不断改进产品设计及生产加工。前者是以现金等形式激励大众来贡献智慧，从而推进产品创新；而后者要想持续获得用户的真实声音，维持用户的社区归属感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3.3 网络社区众包创新平台框架分析

3.3.1 研究理论基础

本研究将依据亚历山大商业模式理论，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产品、客户、基础设施管理、财务状况以及激励机制等五方面入手分析国内外众包经典案例。其中，产品层面旨在分析其价值主张，即从目前众包平台所提供的服务类型、范围等方面区别分析产品领先、运营最优及客户友好三种类型的价值主张；客户层面旨在从目标客户及客户关系两个维度，分析其目前的客户规模、类型、特点以及客户关系的类型等；基础设施管理层面则主要从合作伙伴及能力维度入手，分析其持续发展所具备的市场、技术、管理的柔性刚性能力；财务状况角度主要分析其现有的盈利模式的类型。此外，基于上述研究内容设计，本研究需进一步从获得新知、心理满足等方面分析众包平台的激励机制，具体理论支撑如表3-1所示。

3.3.2 案例选取

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法，对用户自发型、中介平台型、企业自发型三类众包商务模式分别精选国内外10个案例作为分析对象，从其产品、客户、基础设施管理以及财务状况等几个方面展开对比分析。

第一，就用户自发型模式的网络众包平台而言，最经典的案例莫过于维基百科，而互动百科则是国内类似维基百科的平台中较成功的案例，因此，本研究选择了维基百科、互动百科作为该模式的代表性案例。


表3-1 商业模式理论分析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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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就中介平台型模式的网络平台而言，目前成功模式有很多，如亚马逊的AMT，主要针对以数美分计价的简单计算任务，用于交易简单的劳动力；以及知名度较高的、使用较为普及的众包平台InnoCentive、Freelancer和oDesk
[1]

 等。其中，InnoCentive率先在全球范围内开启了网络众包商业模式的时代，且该平台对企业创新的推动力不容小觑；oDesk作为全球发展最好的众包网络平台之一，其具有最为严谨的悬赏及信誉评价机制。因此，本研究选择了InnoCentive和oDesk作为该模式的国外代表性分析案例。

相比较而言，我国网络众包平台自2005年发展至今，虽然在运营模式上借鉴了国外Freelancer模式的发展经验，但都进行了本土化的创新，并纷纷推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网络众包服务平台。我国众包行业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K68威客网站为代表的众包模式。主要特点为全额悬赏、永不退款、众包平台抽佣20%。第二阶段，以猪八戒网站平台为代表的众包模式。这一阶段虽然保持了原有的传统全额悬赏模式，但交易模式更加多元化，包括招标、计件、速配等多样化的任务模式。第三阶段，以一品威客网站为代表的新生众包平台，其打破了传统的全额悬赏交易模式，首创零首付悬赏模式，基础服务不收费加增值业务收费的混合模式，旨在打造创意服务产品的类“淘宝网”平台。一方面，第一、二阶段的商业模式是传统的全额悬赏交易模式，目前我国最大的中介平台型众包网站以猪八戒网站为主，而一品威客网站则是新生众包平台的代表；另一方面，根据2011—2015年国内网络众包平台排名而言，猪八戒网及一品威客网近年来均在众包网站排名中位列前十。同时，在对诸多中关村中小企业进行访谈调研时，较多被访者知晓这两大众包平台网站，进而佐证了这两个众包平台的实力。基于此，本研究选取了猪八戒、一品威客网站作为中介平台型模式的国内代表性分析案例。

第三，企业自发型众包商业模式旨在通过企业设计竞赛以现金悬赏模式招标，或是自营论坛中发掘用户的真正需求以不断改进产品。前者是以现金激励大众来贡献智慧，从而推进产品创新；而后者要获得用户的真实声音，维持社区归属感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在企业自行现金悬赏招标任务的众多实例中，国外以Goldcorp公司的“找矿竞赛”影响较为深远，因此以此作为该模式的代表性分析案例。同时，本研究还选取了规模较小但极具特色的星巴克点子及小米论坛众包式测试作为企业自发型众包模式的分析案例。

精选案例及选择依据如表3-2所示。


表3-2 案例及案例选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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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案例分析

3.3.3.1 用户自发型

1.维基百科

维基百科（Wikipedia）创立于2001年，是互联网领域成熟的非商业化众包，其内容依靠众多参与者的热情来完成，其目标是成为提供各种语言版本的自由百科全书，摒弃原有的内容创造模式，挖掘存在于大众知识中的隐藏智慧。目前是一个全球性多语言百科全书协作计划，同时也是一部用不同语言写成的、动态的、可自由访问和编辑的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建立在一个非常朴素的理想基础之上：使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可以在一起自由分享清楚的、有事实根据的、不带偏见的资讯。其创始人之一的吉米·威尔士（Jimmy Wales）曾表示：维基百科最终的目标就是用世界上每一种语言免费传递一个完整而全面的百科全书，即使最贫穷和最受压迫的人也能轻松阅读。本着一种非营利的、大众分享的服务理念，和以最低的成本网罗全世界的人力和信息资源、为全世界的人提供资源共享平台的服务特色，自2003年起，维基百科就开启了它非营利的、用户创造内容的运营模式：依靠用户和企业的捐款维持其本身的运营，由来自全世界的志愿者组成用户团队协同编辑词条内容，并由拥有较高编辑信誉的编辑用户担任管理员，管理在编辑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和“不和谐”因素。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维基百科在众多维基项目中率先开发出了移动客户阅读和编辑工具，使得在手机上阅读简版的词条、编辑已有词条或录入新词条成为现实，逐渐满足了用户的多样化需求。

（1）产品。

维基百科是内容类运营平台，以内容共享为理念，人人均可贡献内容。随着维基技术日益完善，目前也有很多基于维基技术的网站，但其中做得最好的仍是维基百科，维基百科之所以大受好评，其根本原因在于大众认可维基百科这一品牌，维基所追求的是“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彼此交换之后还是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彼此交换之后就有两种思想”的核心理念，维基注重品牌维护，注重核心价值观的推崇。显而易见，从产品领先方面分析，其属于品牌管理型。维基百科在2007年获得品牌频道用户评价排名第四，在“2006年哪一项品牌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最大”票选中获得15%的支持率，足以说明维基百科的品牌影响力。维基百科是一个自由、免费的开放式平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可以编辑维基百科，因而从运营最优角度考虑，其属于价格最低型。维基百科是一个基于维基技术的多语言百科全书协作计划，也是一部用不同语言写成的网络百科全书，其目标及宗旨是为全人类提供自由的百科全书──用他们所选择的语言书写而成，其是一个动态的、可自由访问和编辑的全球知识体，被称作“人民的百科全书”。维基百科并不提供标准的答案，而是提供最丰富的参考，以给予用户最大的自由空间。因而从客户友好方面而言，截止到2013年年底，维基百科一共有185种语言版本。为了用户共享内容的便捷性及吸引用户的兴趣，维基百科提供特色内容、新闻动态、最近更新条目板块。同时为满足用户之间的互动性，提供社区专页、互助客栈、知识问答、即时聊天等功能，增强了用户间的交流，同时培养了用户忠诚度，以促进维基百科内容的全面准确发展，因此其属于关系友好型。

（2）客户。

从目标客户角度观察，维基百科的成功基础是每位编辑者的共享行为，而维基百科的设计理念为协同性的编辑行为，充分发挥每位用户的兴趣及资源共享的主动性。每位编辑者都可以被称作维基百科人，该群体由全球无数志愿者组成，学者、玩家、高知人群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共同运用一种基于群体智慧的创造性方式生产内容。此外，维基百科的目标是为全世界提供各种语言版本的自由百科全书，其提倡自由共享，因此其目标客户是全世界每一位自由自愿贡献内容的人，其与维基百科并不会产生直接的交易关系，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收入，因此其客户主要是以关系客户及非盈利客户为主。从客户生命周期视角看，每位编辑者在贡献内容的同时满足了自我价值的实现需求，在自愿共享内容的同时培养了对维基百科的认同感及归属感，因此客户属于铂金层，即对维基百科的忠诚度很高。

就客户关系而言，维基百科的成长依靠用户的参与，其为用户提供了便捷的编辑环境：所有人都可以简单地使用网页浏览器修改其中的内容，可以自由选择使用匿名、化名或者直接用真实身份来编辑维基百科，以及任何用户都可以免费浏览维基百科中的词条来获取信息等等，其注重为用户提供自我价值实现的便捷内容共享平台，并为用户提供了互动工具，如社区专页、即时聊天等，在实现共赢的同时，为客户建立起合作的伙伴型关系。

（3）基础设施管理。

从合作伙伴关系维度讲，为了让维基百科的网站界面变得更加方便简洁，维基百科与创意公司New！建立了合作关系。New！为重塑维基百科的界面创立了一整套的改版方案，大到信息分类与呈现的方式，小到徽标（logo）的样式，针对大大小小的问题，均进行了详细整改，旨在为用户创建一个更加完善而方便的界面，提高用户黏度，继而使维基百科在众多百科平台的竞争中保持领先。

能力维度，主要体现在市场、技术以及管理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讲，2012年，维基百科已经是全球第五大网站，拥有的条目已经超过了600万，是全球访问量最多的网站之一。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互联网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英语、德语、法语和荷兰语这4个语言版本已经有超过100万篇条目，而意大利语、波兰语、西班牙语、俄语、日语和葡萄牙语等这6个语言版本也有超过70万篇条目，另外还有40多个语言版本有超过10万篇文章和有109个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有10 000多篇文章。其中在所有维基百科计划中规模最大的语言版本为英语维基百科。维基百科给读者提供了信息简化模式，其内容更准确，更新速度也更快。从柔性能力角度讲，维基百科的目标是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不断丰富自身的语言版本，内容不断与时俱进，若发生大事件，其内容基本在第二天就可以更新到条目上。维基百科也在不断开拓其他市场领域，如维基词典、维基语录、维基文库等。维基百科不仅仅局限于文字内容的共享，同时也在不断实现与丰富多媒体内容共享功能。例如，2012年起用户可以自由添加视频。另外，维基百科通过向用户提供移动版页面正在逐步实现并完善移动化服务，同时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智能手机、互联网普及率偏低等现实情况，推出短信词条服务，例如用户可以通过短信向维基百科请求词条内容。

第二，技术层面。首先，从刚性能力角度看，为保证内容自由共享的理念，维基百科规定用户必须遵守《GNU自由文件许可协议》和《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3.0协议》，即在遵守这些协议的前提下标示来源后直接复制、使用以及发布内容，同时维基百科在保有内容版权的情况下，允许在商业等方面的用途。此外，无论是注册用户还是IP用户，一旦创建条目，第一时间就会显示在新页面巡查页上。中文维基百科有一个新页面巡查制度，即每一个新条目，都会由巡查员巡查，以检查其是否符合维基百科的条目收纳标准，如果是广告或者侵权，它们将在第一时间内被速删和提报，对于提报的条目，维基百科会讨论这个条目是否应该被删除。当发现大段删除文字或者大段添加文字的操作时，由于这一动作可能是正在发生的破坏或者用户正在直接添加网络侵权的内容，因此，维基百科会选择跟进。另外，监视列表的存在，让一切都变得更加简单易行。它会显示出你所监视的条目最近发生的变化，从这里就能很清楚地看出这些条目最近是否遭到了破坏。这是维基百科最有用的反破坏“工具”之一。然后，从柔性能力角度看，面对全球互联网市场的巨大压力，维基百科也在寻求新的创新突破口。目前，维基百科正在开发一种新的网络搜索引擎，挑战Google。这一搜索引擎将使用人工对网页质量进行评估，从而避免Google的多种缺陷。尽管Google基于电脑的搜索算法比较容易操作，但是维基百科认为基于人为判断的用户搜索引擎Wiki\|asari将得到更精准的搜索结果。搜寻引擎的基本功能是“做决定”，要告诉网友哪些网页内容一流，哪些网页不值得一看。

第三，管理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为了能够有效掌握维基百科中条目的编辑修改动向，志愿担任管理人员的人组织了“明确的权力结构”，对不同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进行协助管理。这些自愿协助管理工作的管理员往往在维基百科社区中也是拥有良好信誉的编辑用户，在成为有部分特权的管理员之后便拥有能力删除页面、封锁正在被破坏的文章或者是在社区出现严重争执时删除污辱性的对话，甚至还能阻止违规用户的编辑权利。不过管理员的权力主要表现于阻止用户对维基百科进行破坏性编辑，而对于普通的编辑用户实质上并无管辖权力。此外，管理员在决策决定这一方面也并未享有任何特殊权力。民主化的审核机制，资深的维基人担当管理员，针对恶意的破坏性修改行为提供撤销按钮帮助其返回至破坏行为发生前的状态等机制，更好地掌控和保证了维基社区内容的质量。

（4）财务状况。

尽管维基百科是全球排名靠前的大网站，但维基百科并非商业网站，而始终坚持按照非营利商业模式运营。但为了维系和推动维基百科的持续发展，一个名为维基媒体基金会（Wikimedia Foundation）的非营利组织推动和管理用户捐款，以保证维基百科的良性运营，并确保在线百科全书的免费使用，且不会出现任何广告以干扰用户的使用体验。但为了扩展其收入来源，维基百科做出以下尝试，且主要均属于社区创造收入中的信息交付型收入，分别是：其一，为使用户任意选取维基百科中的内容打印成书，维基百科按页收取一定的费用；其二，建立维基百科的另一版本Wikia，在该网页上开放广告投放，以获取一定的广告收入。

（5）激励机制。

维基百科主要由大众用户自觉自愿参与形成，因此，其激励机制也主要集中于以自我激励为代表的非货币激励机制方面，如表3-3所示。


表3-3 维基百科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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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动百科

2005年，潘海东以“建设全球最好、最全的全人工中文百科”为愿景，成立了互动百科（www.baike.com），其旨在使用创新的网络技术改变用户的知识分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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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2020年1月，其词条超过1 800万条。其业务模式主要以自由开放的形式共享内容，任何人均可编辑词条，但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产品。

2012年，互动百科提供百科网、HDwiki、互动辞海、词媒体服务等四种业务模式。其中百科网是任何人均可参与撰写自由访问的知识体系；HDwiki是国内第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维客系统；互动辞海是全部内容由网友协作完成、以公益环保知识为主题的杂志；词媒体服务是以热点话题、民生问题等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词条作为传播内容的全新媒体形态。

首先，就产品领先视角而言，其四种业务模式，均提倡由网友自主自觉地贡献分享内容，体现出自由开放的文化特征，因此，其产品属于品牌管理型。其次，就运营最优视角而言，其主张简易型，即以丰富的词媒体服务和简单易懂的词条传达海量信息。最后，就客户友好而言，其一，互动百科中用户参与编辑词条的任务包括日常型与有奖型两类，编辑词条的流程简洁、易于掌握，且词条的编辑者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其二，互动百科不仅不断丰富其所能向用户提供各类产品服务，如微百科等，同时还提供了基于兴趣的分类社区互动小组，与客户发展良好的人际关系，培养用户黏性与忠诚度。因此，互动百科在客户友好层面属于关系友好型。

（2）客户。

目前，互动百科的编辑以自由编辑者、专业认证智愿者、专家团队以及顾问团为主。其中的自由编辑者，不限领域、不限年龄、不限区域，只要有愿意分享内容的兴趣与热情，即可参与，互动百科鼓励任何人参与；专业认证智愿者是经过互动百科官方认证的、某一领域内的专业人士，以保证词条的专业性及权威性；专家团队是词条的审查者，是用户选出的资深编辑者；顾问团是由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所组成。这些类别的客户并不直接与读者客户产生交易关系，因此是关系客户，而他们对互动百科内容上的贡献会为该平台带来间接收益，因此是盈利客户。而就客户生命周期视角而言，互动百科以共享内容为理念，其用户在贡献内容的同时得到了自我实现的价值满足，且互动百科提供丰富的产品内容，如互动博物馆、分类社区、互动小组、以人人都是分享家为理念的新知社等，来培养用户的社区归属感及用户忠诚度，因此是客户生命周期的铂金层。另外，一方面，互动百科为广大用户创建了信息交互和增值服务平台，并通过维客社区促进用户之间的交流，并采用积分制和兑现制，奖励参与的用户；另一方面，编辑器的功能强大、操作简单，均体现出互动百科人性化的服务设置。综上所述，不难看出，互动百科注重培养伙伴型的客户关系。

（3）基础设施管理。

就合作伙伴关系视角而言，互动百科的合作伙伴多达500余家，包括报纸、杂志、广播、SNS站点、电子商务网站、手机报以及电子书内容提供方等。其中，互动百科与新华社等媒体平台建立的长期合作关系是突出的一个亮点。互动百科通过“词媒体”战略为新华社等媒体平台推送免费内容，而对方给予互动百科的帮助则是在其平台上给予内容推广。双方功能互补，实现双赢。另外，互动百科促进了传统科普组织方式的转变，其与权威学术机构、NGO组织、社会组织、协会等合力形成百科科普联盟，推进了网络科普。

就能力维度而言，主要体现在市场、技术以及管理三个层面。

第一，市场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讲，互动百科如今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中文百科网站，是中国市场的领军者，拥有中国市场95%的市场占有率。互动百科以词条为核心，与图片、文章等其他产品共同构筑了一个完整的知识搜索体系。从柔性能力角度讲，面对国内外互联网市场日趋白热化的竞争，互动百科也采取了一些重大的创新性举措，旨在提高自己的市场份额。首先，互动百科抢先占领澳大利亚市场，为其海外拓展打下了基础；其次，互动百科投入8 000万元专注移动终端市场，并正式推出互动百科手机炫版（3G版）上线，这是一款专为智能手机用户定制的手机百科平台；再者，互动百科旗下站点baike.com的手机客户端升级版也日趋完善。手机版内容与主站保持联动，可满足不同用户随时随地、方便快捷的百科知识获取需求。

第二，技术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讲，其HDwiki是中国第一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文维客系统，为用户提供了一个自由共享的平台。尽管曾被黑客入侵，互动百科依然坚持开放协作的原则，允许新用户协作和修改他人的词条。黑客入侵事件后，互动百科修复了全部受损内容，升级了验证码识别难度，全面升级了后台分析和防御系统，力图避免此类恶性事件的再次发生。从柔性能力角度讲，互动百科秉承着“打造专业、活泼、海量知识社区”的理念不断进行改版设计，基于开源的中文维客软件，界面简单易用，用户可以点击各类图片和图标进入设计巧妙的各个分类中，社交媒体也被整合进网站中。此外，互动百科一直都在持续完善自己的审核机制，尽可能地实现精确保留有价值用户提供的词条、删除垃圾词条，以全方位提高用户体验。

第三，管理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讲，创始人潘海东的学历背景及其在电子商务领域拥有的丰富实践经验，具有高瞻远瞩、远见卓识的创新战略眼光。互动百科的网站运营具备了目标定位、主题创新、选择平台及辅助配合四个要素。网站运营从多种营销模式入手，通过出众的活动策划在短时间内提高效益，同时提升企业品牌价值，提高在行业领域中的综合素质。从柔性能力角度讲，其在2012年推出新版徽标，其代表着“永无止境的β版本”，象征着“开放、平等、协作、共享”的维客精神，说明互动百科具备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同时，互动百科注重与用户的交流，每年举办一次用户大会，使国内的优秀“智愿者”及百科行家得以共聚一堂，并有机会与各界知名学者、维客开发者、媒体及公众共同分享新知、探讨未来，促进互动百科的发展。此外，互动百科首创了词媒体的概念，互动百科锐词榜实时将每日热词集中到一起，让用户能够很快了解到每天发生的大事，并跟上时代的脚步。将词作为传递信息的载体，最大限度地加快了传播和记忆的速度，同时更好地满足了用户的知识需求。

（4）财务状况。

互动百科是贸易企业，其收入来源是定向广告，特别是“小百科”这一面向企业的内容打包营销服务。除了广告的收入模式之外，互动百科还采用与中小站长通过词条广告共建“联盟”的形式与其分成。同时，其也在积极探索持久性的盈利方式，创建良好的合作伙伴型关系，如与新浪网推出“新浪百事通——历史上的今天”等，即通过内容产生收益，属于信息交付型收入。

（5）激励机制。

互动百科的激励机制主要包括积分、信用点及心理满足感等。首先，互动百科积分是根据用户在互动百科内编辑词条后系统自动给予的分数，再由网站管理员巡视条目后给出分数，积分不同，用户的称谓则相应有所区别；其次，信用点是互动百科的审核“专家”给予用户的一种奖励机制，奖励范围限于创建和编辑条目，信用点数决定其在网站的虚拟职务；最后，由于互动百科是内容共享平台，因此，用户在自觉自愿分享内容的同时，会获得新知、得到贡献内容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心理满足感。

3.3.3.2 中介平台型

1.创新中心InnoCentive

InnoCentive网站是2001年由老牌药厂礼来制药（Eli Lilly and Company）投资创立的众包网络平台，该平台以“通过互联网促进科学创新”为发展理念，也是第一家以现金激励为基础、促进全球性科学研究的众包创新平台。该平台汇聚了众多各领域专业性人才，与大型跨国公司具有良好的合作关系，不少实例已佐证其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例如，作为最早采用该平台模式进行推广创新的宝洁公司，把公司外部的创新比例从原来的15%提高到了50%，从而促使其研发能力提升了60%。InnoCentive的运营模式为发包方以现金悬赏的模式在平台上发布任务，接包方解决任务并获得一定报酬，InnoCentive从报酬中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InnoCentive模式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该虚拟社区成员大多都是科学家，多数业务来自大型跨国企业，解决了各式各样的科学问题及企业创新难题，InnoCentive的首席科技主管吉尔·帕内塔表示“有超过30%的在公司内部用传统方式解决不了的难题，在这里被成功攻克了”。InnoCentive模式的特色在于聚焦的众包任务类型是技术研发型，从而该平台的参与者普遍具备较强的专业能力，发布的众包任务类型具有一定的难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较为深远。

（1）产品。

创新中心InnoCentive平台以促进科学创新为理念，为企业、政府、公益组织以及合作伙伴提供全面的产品服务。因此，就产品领先维度而言，它以品牌管理为主。2013年，该平台为发包方提供优质挑战服务（Premium Challenges）、创新服务（InnoCentive@work）、定制化挑战服务（Custom Challenge Program）三种服务，同时为其他的创新组织和活动提供宣传的主页。其中Premium Challenges提供解决创意点子（Idea）、理论、实践和电子化实践四类问题，InnoCentive@work为企业提供社区服务，Custom Challenge Program服务旨在高端定制具有较高挑战性的问题。InnoCentive为接包方提供了专业化的指引性文件，问题发布平台分类明确且范围广泛，涉及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等技术性问题。为了建立接包方之间协作解决问题的桥梁，InnoCentive提供了团队合作项目区（Team Project Rooms）及Forum以及嵌入性交流工具。截止到2013年8月共有50万个Team Project Rooms开启。InnoCentive提供的产品服务，并非追求价格最低，而是追求高性价比，使平台参与者在以简单有效的方式获得高质量服务的同时，建立良好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友好型关系。

（2）客户。

2013年，InnoCentive平台注册的用户数量已达到300 000，分别来自世界各地多个国家和地区。平台以“通过解决专业科学技术问题推进创新”为服务宗旨，因而为了提升平台解决问题的专业性服务能力，InnoCentive与世界各地许多科学家、大学以及科研机构签署合作协议。例如，该平台在中国与中国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等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另外，该平台与众多大型跨国公司如宝洁等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该平台通过提供专业的服务，为这些企业解决了内部创新难题。InnoCentive平台为发包方提供了全面且广泛的产品服务，为接包方提供了专业化且社区化的任务解决平台，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出发点，在持久的战略合作中，平台获取收益。作为众包领域的领先平台，InnoCentive平台所汇聚的客户资源是其他平台所难以企及的，该平台解决专业化科学技术问题的能力也是其他平台一时间难以超越的，由此不难看出，该平台用户具有较高的忠诚度，属于铂金层用户。

（3）基础设施管理。

就合作伙伴关系视角而言，创新中心InnoCentive与科研机构、大型企业、科学家等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形成了良好的业务伙伴关系，为该平台提供专业性服务以及推进科学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保障。

就能力维度而言，主要体现在市场、技术以及管理三个层面。

第一，市场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讲，InnoCentive平台以推进科学技术创新为理念，汇聚了各个领域的科学技术人才，市场定位旨在提供产品技术创新服务。在众包领域，以其优质的客户资源为大型跨国企业如波音、杜邦等公司推进了创新的步伐，塑造了良好地提供创新能力服务的形象，其所能提供的大众智慧创新能力是其他众包平台现阶段无法超越的。从柔性能力角度讲，InnoCentive平台并非一成不变，其不断完善产品服务的种类及范围，从最初简单的问题发布，细分至创意点子（Idea）、理论、实践、电子化实践四类，同时动态扩展与科研机构、大学等组织的业务伙伴关系，积累更加专业化的问题解决能力。

第二，技术层面。众包服务类网站以提供高质量服务为出发点，为接包方、发包方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从刚性能力角度讲，InnoCentive平台为接包方提供了专业化指引性文件，同时提供方便接包方间协作交流的平台如Team Project Rooms，为他们提供协作机制，同时为发包方与接包方之间提供便捷的、只有双方才能查阅的沟通渠道。从柔性能力角度讲，InnoCentive平台较好适应了参与者的需求及时代要求，在网站业务流程不断优化、用户体验稳步提升的同时，推出移动版本，满足接包方随时随地可以处理众包任务的需求。

第三，管理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讲，InnoCentive平台领导层具备高瞻远瞩的能力，同时该平台所汇聚的高质量客户资源，为其提供创新服务能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InnoCentive平台由阿尔夫·宾厄姆（Alph Bingham）秉承着“互联网促进创新”的理念创建，其具有丰富的经验和较强的创新意识。该平台自2001年建立以来，得到了几轮风险投资的支持，不断扩展其业务伙伴关系，汇集了众多的科研人才及大型企业。从柔性能力角度讲，该平台不断完善平台机制，保障接包方、发包方的双方利益，合理地解决了信任及知识产权问题，即接包方在申请解决问题后，双方需签订明确权利义务及知识产权问题的法律文书。

（4）财务状况。

截止到2013年8月，该平台发布的任务悬赏金额高达400亿美元，而任务解决的成功率在85%以上，说明该平台收益可观。其盈利模式是：为众包的发包方和接包方提供一个中介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注册为接包方；发包方是与InnoCentive签约的企业，要求支付年费10万美元，同时发包方要向解决众包任务的接包方提供500美元到100 000美元不等的奖金。其类型属于会员费收入及产品和服务收入模式。而该平台的成本投入主要体现在网站建设、推广及开拓维系客户三个方面。

（5）激励机制。

InnoCentive平台是第一家以现金悬赏激励大众参与解决众包任务的平台，发包方在发布任务的同时标注一定的悬赏金额，以提高接包方解决任务的兴趣以及努力程度，从而获得更好的解决方案。因此，InnoCentive最典型的激励机制即为经济激励。

2. oDesk

2002年，oDesk网站成立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后来与Elance合并更名为Upwork了。其成立时间虽晚于其他一些众包网站，但其发展速度很快，发展势头很猛，已使其逐步跃升成为全球最好的众包网站之一。网站的450万注册用户遍布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的接包方已经工作超过 3 500 万小时，服务了超过 90 万名发包方。oDesk的维基百科简介中提到oDesk的“o”就是“no”的意思，“no desk”就是提供一个不论何时何地都能远端合作开发项目的平台，而这也是基于其致力打造“工作模式3.0”的理念，即其CEO所提倡的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新雇用模式。该平台发展前景广阔，新一代年轻人均是在互联网环境中成长，具备灵活的就业心态以及自由职业的技能，以“工作模式3.0”打造的中介平台，其发展前景势必不可小觑。2006年在旧金山召开的第三届Web 2.0大会上，oDesk被选为13家发展前景最被看好的新兴Web 2.0公司之一。其运营模式主要是为发包方接包方提供一个中介平台，发包方免费在该中介平台上发布工作要求，接包方选择适合自己的工作，并进行远程办公，然后将工作结果通过该中介平台上提交给发包方，该中介平台从接包方获得的报酬中抽取10%的费用作为佣金。其发展特色在于妥善地解决了发包方雇用远程人才的信任问题，提供严谨的悬赏和信誉评级机制，保障了众包参与主体双方的权益。

（1）产品。

oDesk平台提供的服务涉及网站开发、客户服务、商业服务等9大类，各大类进一步细分为不同子类，服务全面。其最受欢迎的服务类别是网站开发等科技型服务。oDesk平台致力于打造不受空间、时间限制的雇用平台，在信息化趋于主流的时代，oDesk在改善获取技能的方式、创造新的雇用模式的同时，产生了24小时不间断的生产力。因此从产品领先角度看，其属于品牌管理型。从其服务理念出发，其目标是为接包方与发包方提供一个方便快捷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匹配平台，方便发包方快速找到接包方，同时为接包方提供一个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就业方式。因此从运营最优视角看，其属于简易型，它为发包方提供了三种发布任务的方式，即公开发布、定向发布以及混合发布，并通过提供固定悬赏和计时悬赏两种模式，满足不同众包任务的需求。此外，该平台还提供聊天室，以方便接包方之间的探讨与交流，因此属于关系友好型平台。

（2）客户。

oDesk平台上的注册用户已达到450万，主要来自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发包方也达90万，规模庞大，且不受区域限制。其中接包方大多来源于印度、俄罗斯、乌克兰、美国及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自由职业者，而发包方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沙特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包含个人与企业。oDesk为新的雇用模式提供了中介平台，平台用户并不与其产生直接的交易关系，平台以提供高质量服务、维系良好的客户关系为出发点，因此，其客户属于关系客户。而平台上接包方和发包方产生交互关系的同时，oDesk从中获取收益，因此，就对企业利润的贡献情况角度而言，其属于盈利客户。在oDesk官网发放的一份调查中显示，85%以上的用户均表示了对该平台的喜爱，说明该平台具有良好的口碑效应，属于客户生命周期的黄金层。

（3）基础设施管理。

从合作伙伴关系角度看，oDesk平台拥有为企业提供解决方案的入口，因此，它能为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该平台与联合利华、微软、雅虎、甲骨文等大型企业形成了良好的业务合作关系。

能力层面主要体现在市场、技术以及管理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oDesk平台是一种新型的雇用模式，使得工作可不受地点限制，企业创新的方式也更加灵活，因此，该平台受到许多初创企业的青睐。该平台2012年接包方收到发包方支付的报酬总额突破3.5亿美元。其市场规模庞大，且发展前景很好。与此同时，据统计，该平台聚集的用户主要来自东欧国家和地区。从柔性能力角度看，该平台逐渐与微软、甲骨文等大型企业建立了良好的业务伙伴关系，并通过为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扩展其自身的市场影响力。同时，oDesk团队在俄罗斯等地举行的程序开发比赛也进一步提升了其平台影响力。

第二，技术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oDesk设置了合理化的监督机制，以保障发包方的根本利益。oDesk平台的按小时计酬模式主要是通过网络摄像头监督整个项目进程的方式得以实现，即众包方和发包方之间通过oDesk架起桥梁，摄像头每小时6次随机抓拍接包方的电脑屏幕、计算键盘敲击次数和鼠标点击次数，同时记录接包方工作时的状态，而这些资料是发包方每周支付薪酬的基础。oDesk服务模式的出发点在于保护发包方的利益，使得服务更加专业化，解决众包参与者之间的信任问题。从柔性能力角度看，oDesk为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为其提供了虚拟化工作空间及oDesk社区（oDesk Group）服务。其一，为企业提供虚拟化的工作空间，可满足企业分布式管理的需求，在保证隐私的情况下易于发包方跟踪接包方的工作进度以及支付报酬；其二，oDesk社区（oDesk Group）是为企业提供的专门社区，在社区内展示该企业众包任务，为企业与接包方之间提供了及时沟通的便捷渠道。

第三，管理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oDesk平台的首席执行官具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及创新精神。首先，随着网络技术和信息沟通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在线工作和远程办公将成为人们工作状态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多次传达“工作3.0模式”的创新雇用模式理念。其次，该平台自成立以来，共进行了四轮融资，共计4 500万美元，足以说明该模式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从柔性能力角度看，首先，接包方在正式投标并取得项目之前，必须通过网站设置好的各类测试，以确保其确实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oDesk平台上的项目都能被非常出色地完成，也使发包方有更可靠客观依据来甄别和筛选服务提供者。然而，这个测试对非母语国家如俄罗斯、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服务提供者而言，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测试内容会涉及oDesk的各项规章制度。但这正体现了oDesk的一大原则，即让更专业的接包方提供更高效、精准、专业的服务。其次，oDesk提供了两种悬赏模式，即固定金额和计时报酬。针对计时报酬，oDesk官网有详细的计算方法，为参与者双方减少矛盾纠纷提供了帮助。再者，面对自由职业人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oDesk与保险公司合作，以为接包方提供适宜的保险方案。

（4）财务状况。

自2007年开始，oDesk连续好几年的增长速度都超过了100%，说明该平台收益可观。其为众包的发包方和接包方提供一个中介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免费注册为oDesk平台的接包方。平台采用交易佣金盈利模式，即从成功交易中提取交易费用的10%作为其收入来源。

（5）激励机制。

该平台是以现金悬赏的方式激励大众参与解决众包任务的网站，发包方在发布任务的同时标注一定的悬赏金额，以激励接包方解决任务的兴趣以及努力程度，以获得更优质的解决方案。

3.猪八戒网

猪八戒网站（zbj.com）于2006年成立，其创始人朱明跃意识到威客网所蕴含的巨大商机，于是致力于打造创新创意类服务网站，进而孕育创建了猪八戒网，并获得由商务部颁发的“2013—2014年度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荣誉称号，目前该网站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比较大的众包中介平台。该平台所提供的服务类型主要集中在创意设计、网站建设等劳务服务方面，同时也显现了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如全聚德联合猪八戒网进行了全聚德端午粽子包装盒设计大赛，为全聚德的整套产品设计提供了解决方案，扩大了盈利规模和效益。发包方将标注了支付报酬的任务发布到猪八戒网的内部平台，发包方将全额报酬预付给猪八戒网之后，任务便会在网站上全面发布。任务完成后，猪八戒网会从接包方获得的报酬中抽取5%至20%比例不等的佣金。其模式虽模仿国外众包平台如Freelancer等，却在引入的同时进行了本土化创新，不断为客户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如设立专属店铺、推出速配模式等。同时，其不断拓展海外市场，旗下的中文国际站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海外客户的认可。

（1）产品。

猪八戒平台的战略目标是为客户提供更专业更具诚信保障的服务，因此从产品领先维度看是品牌管理型。该平台提供的产品服务涉及创意设计、网站建设、网络营销、文案策划、生活服务等，主要是劳务服务类。与此同时，为了公平及保障双方的利益，中标者的成果确认及结果公示都是在大家的监督下进行。从运营最优角度看，该平台属简易型，运营流程简单快捷，同时提供了新手帮助文件，发包方的任务发布流程简捷高效。从客户友好角度看，服务类网站以提供服务为主，该网站起名为“猪八戒”，使用户感觉亲切诙谐，便于记忆。该网站属于关系友好型，从客户角度出发，提供猪八戒帮助、新手上路等服务，界面操作简单。同时，该平台还拥有特殊的运营模式，即登录认证后，用户可根据自身需求悬赏任务、招标任务或使用其他人性化服务。

（2）客户。

从规模角度看，作为我国目前最大的众包中介平台，猪八戒网为交易双方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其目标客户主要是拥有一定专业技术的威客和想通过互联网获取帮助的企业和个人，其中也包括一些想通过网站发布广告的企业和想从网站获取注册用户资料的用户等。目前，猪八戒网拥有专业的工作团队，与全国各地的诸多公司均有业务往来，与许多专业的威客团队均有合作关系，因此在完成大型任务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平台上拥有多达600万的注册用户，各自具有不同的专业技术和知识背景，威客有专业威客、业余威客、专业设计机构和专业咨询机构四类。其中发包方主要是企业、社会团体、个人，只要注册并认证即可发布任务；而接包方多为在校生、就业群体、待业群体及失业群体。

从对产品价格的关心程度来看，大部分属于交易客户。因为猪八戒网上的接包方大部分目的是在业余时间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赚取收入，他们并不在乎具体在哪个平台上进行操作，仅仅依据价格进行选择。但是对于一些专业的接包方来说，其更倾向于找到一家可靠的公司，并与之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关系，持续为其提供服务和产品。由此可见，猪八戒网的客户主要属于关系客户，同时也存在一部分交易客户。因此，目前猪八戒平台上属于交易客户与关系客户共存。

从对企业利润的贡献情况看，作为一个服务型平台，猪八戒平台的客户基本都属于盈利客户，均能为企业带来正利润。

从客户生命周期角度看，目前猪八戒平台是业余接包方与专业接包方共存。业余接包方是该平台的钢铁层，忠诚度低且给平台带来的收益也比较低；专业接包方是平台的铂金层，忠诚度较高且为企业带来的收益也较为可观。而对发包方企业而言，因希望得到越来越专业化的服务，其对平台的忠诚度会随着专业接包方服务能力的提升而提高。

从客户关系视角看，猪八戒平台以发展良好的伙伴型客户关系为出发点，从用户的角度出发，不断提高自身的服务质量，例如为发包方打造专属店铺、改变佣金统一收取模式、建设维护论坛等，培养发包方及接包方的平台归属感。

（3）基础设施管理。

猪八戒平台与多家媒体、网络媒介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其扩大市场打下了基础，同时与全聚德、微软、搜狐、盛大游戏等企业均建立了合作关系，以为平台的专业性服务提供保障。

能力层面主要体现在市场、技术以及管理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猪八戒网2006年创立，并经历几次融资，其交易额于2013年突破了25亿美元。它获得2012年度《中国企业家》“未来之星”荣誉，还获得2012年度“首届文化产业最佳商业模式明日之星”等称号。其服务范围涵盖创意设计、网站建设、网络营销、文案策划、生活服务等多种行业，用户注册人数居国内众包平台类网站之首，在行业内一直处于市场领先地位。从柔性能力角度看，其交易模式多样化。为了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猪八戒做了长时间的实践，开始是简单的悬赏模式，后来引入更适合头脑风暴式的、创意类的招标方式。此外，针对一部分工作周期短、工作量不大的商家，由于结果不可控而不愿悬赏，或因对投标者不了解而不愿招标等问题，猪八戒网为其推出了速配模式。2013年，猪八戒网进行了全新改版，改变以往佣金统一收取模式为按需收取模式，即更高级别的发包方享受更低的佣金，同时还为其提供了订单推荐和经纪人服务，使服务更加趋向于专业化及人性化。

第二，技术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猪八戒网主要使用的是自助服务系统，网站内的工作人员和客户均使用该系统进行投标与筛选。网站的日常工作基本不会产生物流业务，因此仅需员工间的便捷沟通和办公室网络环境下的数据文件传输即可完成。网站利用了互联网的优势，聚集了几十万名工作人员，沟通协作，继而完成各种类型的工作。从柔性能力角度看，为使具有发包需求的企业和个人能够更加方便地找到具备问题解决能力的接包方们，猪八戒网有一套独特的针对接包方的考核筛选体系，并正在持续完善。从代表新手的“猪一戒”到评分最高的“猪八戒”，依照简单而有效的计算公式，让发包方迅速便捷地选中自己需要的接包方，让接包方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仅依据学历或资历，以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更加专业精准的接包服务。与此同时，猪八戒网不仅为发包方打造专属店铺，以便发包方在专属店铺中直面优质接包方，进而简化交易流程，缩短交易时间，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官方论坛，以便用户能自由发帖、交流讨论及向官网提出建议等，以更好地培养众包参与者的归属感。

第三，管理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网上服务交易存在很多让人担心的地方：任务发布方会不会在窃取大量方案后，以“收到方案不符合要求”为由取消悬赏？威客网站工作人员会不会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自己去中标获取赏金？因此，诚信是众包平台类网站的生存前提。猪八戒网引入第三方支付平台，并规定悬赏奖金必须事先由发包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打到猪八戒网的账户上，最终由猪八戒网发给中标的接包方，奖金不退回给发包方，同时禁止员工以任何形式参与具体的悬赏交易。而从柔性能力角度看，传统意义上的分类信息网站充当了信息媒介的角色，但是当其转型为信息交易平台时，因缺乏实际经验使得发展受阻。而猪八戒网凭借其服务平台出身，在过去的几年里，建立起庞大的买家和买家行为资料数据库。猪八戒网拥有多达600万的注册会员，而其中有超过20%的核心会员。在买方行为数据库中，其交易记录有100万条之多，可以从中分析出多年来买方的各种交易行为和习惯，在众多平台中具有显著优势。

（4）财务状况。

截止到2013年8月，猪八戒网的交易额已突破25亿美元，2011年猪八戒网得到IDG资本（IDG Capital）1 000万美元的投资。该平台的盈利模式主要包括三种，分别是产品服务收入、广告收入、品牌延伸收入。其中产品服务收入是指悬赏任务酬金的提成，目前的任务赏金分配原则是中标的接包方获得悬赏金的80%，网站抽取悬赏金的20%作为服务费；广告收入是指广告主在猪八戒网投放广告时，给猪八戒网带来的广告营收；品牌延伸收入是指猪八戒网不只是被动地由客户来寻找自己，其也在主动联系客户，网站在接受公司业务之后，通过发布任务、由接包方完成、提供其他类似于礼品定制之类的增值业务，继而获得营收。猪八戒网的成本结构主要体现在网站建设维护、推广及开拓客户关系方面。

（5）激励机制。

猪八戒网主要采取的是现金激励方式，辅以满足和提升用户的社区归属感。网站首页上展示了大量的任务信息，每个任务前面都标注着任务奖励金额，页面实时更新成交信息。此外，猪八戒特有的应用——“PK台”：针对图片类作品发起投票并进行竞争，用户对自己认为优秀的中标作品投猪蹄（猪八戒网计算积分数值的方式），投票人数较多的一方为胜方。与此同时，猪八戒网还提供了社区论坛，以猪圈这个亲民的名字，为用户提供交流的平台。

4.一品威客网

一品威客网站（www.epwk.com）成立于2010年7月，是新生众包平台的代表，其对现金悬赏模式进行了改革，细分为全额悬赏、定金悬赏及零首付悬赏，且采取了基础业务不收费、增值业务收费的盈利模式，服务对象涉及中小企业、组织机构以及个人，众包类型分为创意产品及劳务服务两大类。一品威客网站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是以打造创意服务众包平台为出发点，通过聚集人气和积累品牌知名度，在移动互联网和传统互联网时代，解决中小微企业创意设计服务便捷交易的问题。为了促进一品威客网站的发展，其组建了针对创意设计的机构及电话营销中心。截止到2016年1月，一品威客网站会员数已达到1 050万人，累计成功发布300万项悬赏任务，任务悬赏总额达77亿元。在2013年其获得投资界的认可，得到华犇基金千万元投资。同时，一品威客网站也进行了本土化的创新，为了打通创意产品的上下游，设立了酷贝街网，实现实物创意产品的交易。一品威客网站在商业模式上有别于传统众包平台的地方，在于其所提供的差异化竞争战略，力求将自己打造为更专业、更纯粹的服务平台。在2013年，中国威客概念的首创者刘锋也肯定了一品威客网商业模式的创新。

（1）产品。

一品威客网站提供创意产品和劳务服务两大类型的交易，服务范围广泛，包括平面设计、包装设计、徽标设计、网络营销、网店及论坛推广等，为用户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一品威客网是我国新生威客平台的代表，其服务理念是让赚钱创业变得更简单。其首创了零佣金的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因此，就产品领先角度而言，一品威客网提供的是品牌管理型服务。就运营最优角度而言，其又属于简易型，为企业及组织、个人提供便捷的操作及交易方式，以实现获取收入或达到创新的目标。作为服务类平台，与客户维系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至关重要，而为了提供质量更优、用户体验更佳的服务，一品威客网不断推出新服务，如体验悬赏、社区互动、同城速配等，以力求建立关系友好型平台。

（2）客户。

一品威客平台活跃的接包方多为以兼职方式为主的在校大学生和在职专业人员。这些活跃用户聚集在一品威客平台，并将自己的知识、智慧、创意转化切实的生产力，服务于国内各种机构、企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个人。无论接包方还是发包方，与该平台并未产生直接的交易关系，均是在享受平台提供的服务的同时，实现了双方的共赢。由此可见，这些用户主要属于关系客户。而接包方和发包方在该平台的活跃度越高，就越有可能频繁使用各类有价值的增值服务，由此，平台也会从中享受更高的收益。因此，从这一点出发，其属于盈利客户。从客户生命周期角度来看，一品威客平台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迅猛，而且其全新的商业模式服务理念也得到了各界的普遍认可，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因此，客户属于黄金层。

（3）基础设施管理。

就合作伙伴关系角度而言，一品威客推出品牌合作专栏，与露露、CCTV、中国农业银行等均形成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合作伙伴提升品牌知名度及美誉度。一品威客网同时承接了一些中小企业的官方微博运营服务，在与众多中小企业形成良好业务伙伴关系的同时，为其提供微博营销服务，其中包括福建首家创业板上市公司三五互联。2013年10月，一品威客网与美亚柏科旗下电子证据综合服务平台“公证云”正式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共同为广大创意设计人群提供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性服务。

能力层面主要体现在市场、技术以及管理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近年来，一品威客网站在我国众包企业的排行中均位居前列，是我国新生威客平台的代表。从柔性能力角度看，其采用了全新的商业模式，摒弃收取一定比例佣金的传统服务模式，依靠增值服务赚取收入，打造创意服务的类淘宝平台，通过推出公司商铺、酷贝街、动漫品牌馆、原创表情设计大赛等服务或活动，以开拓市场。

第二，技术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新辟“公司商铺”，组建营销团队，致力于将一品“公司商铺”打造成“中国中小创意服务企业电子商务解决方案提供商”，利用“公司商铺”的增值“打包服务”，开辟新的盈利模式。从柔性能力角度看，其不断改版上线，以更快捷、更简单的方式给客户带来全新体验。

第三，管理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其创业团队具备丰富的IT管理及媒体经验，并具有开拓创新的精神。初步形成了“产品研发+客服支撑+策划推广+市场营销”四位一体的完善架构，是国内除猪八戒网之外，专业岗位最齐全、人数最多的威客创业团队，为一品威客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柔性能力角度看，其推出同城速配及区域运营代理机制，其中同城速配是指短信、电子邮件和站内信同步发送，在第一时间获取雇主信息，不错失任何良机。一品威客网负责人称，一品VIP会员可享有同城速配服务之特权；另外，一品威客网推出的区域运营代理机制，有效推动了当地人才资源和服务的合理配置。区域运营代理商，就是一品威客网的地方版，作为一品威客网的城市子频道，全权代理所在区域一品威客网的独家运营。这意味着你可以拥有一品威客网二级域名对应的独立城市频道页面，例如福建频道；可以独立运营管理城市频道的内容，策划城市频道的活动，包装设计推广所在城市的创意设计机构，以及独立规划城市频道的广告设置及内容调整，同时还拥有独立的后台，方便自己运营。

（4）财务状况。

一品威客网的差异化竞争战略主要体现在：传统威客网站以基础业务收费为主，而一品威客网以“基础业务不收费、增值业务收费”模式为主。传统威客网站模式以基础业务抽佣和收费作为盈利来源，而一品威客网目前则以VIP商铺增值服务费作为盈利来源。

（5）激励机制。

主要为现金激励，该网站是以现金悬赏激励大众参与解决众包任务的网站，发包方在发布任务的同时标注一定的悬赏金额，以激励接包方解决任务的兴趣以及努力程度，并获得更好的解决方案。

3.3.3.3 企业自发型

1.Goldcorp公司“找矿”

Goldcorp公司成立于1954年，其总部在加拿大温哥华，从事贵金属的收购、勘探、开发和运营，是世界上产量最大的黄金生产企业之一，也是增长最快、成本最低的业内翘楚。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公司内部地质人员无法准确估计矿区的黄金储量和确定矿点的具体位置，继而公司运营陷入困境。21世纪初，其多伦多子公司的总裁Rob McEwen创造性地建立了竞赛网站（www.goldcorpchallenge.com）召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通过“Goldcorp挑战赛”用现金激励方式鼓励专家学者协助计算分析黄金勘测区，以此获得矿藏储量及位置数据，并为公司盈利。

“Goldcorp挑战赛”的流程十分简单，参赛者只需在网站上注册信息，即可获得一张附有公司矿区虚拟场景及相关数据的光盘，参赛者可依据该数据，通过各种高科技手段进行勘测。公司设立了一个独立的评判团队负责提案的审核评选。事实证明，这一开放式征集勘测目标的创新举措给公司带来了丰厚利润。2000年虚拟探矿者们在矿区内标示出的110多个勘测目标中，有50%是公司原未发现的新目标，80%的新目标有丰富的黄金储量，而5个排名在前的勘测目标有4个试钻出了金矿，探明的黄金储量超出原来的目标，达到了800万盎司。Goldcorp由此被《商业周刊》（Businessweek）、《快公司》（Fast Company
 ）杂志评为50家最有创新、最具成长性的公司之一。这种挑战赛方法被采矿业称为“Goldcorp法则”。

（1）产品。

从运营最优角度看，“Goldcorp挑战赛”属于简易型，参加的流程十分简洁，有意报名者可以直接在专门的竞赛网站上注册，然后公司给每个参与者寄去一个光盘，盘内附有软件，通过它可以浏览网站上的矿区虚拟场景、搜索数据库的地质数据、分析、描述二维三维数据。这次竞赛的实质本是黄金公司的内部员工无法准确寻到黄金的位置，于是借助外界人士所拥有的技术知识帮助公司发现多处新的勘测目标，因此竞赛从产品领先和客户友好的维度上分别属于创新型和技术集成型。

（2）客户。

就客户规模角度而言，作为一次性竞赛，发包方就是公司本身，而其目标客户不受领域及区域的限制，只要有热情参与“Goldcorp挑战赛”即可。因此，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 400个个人及公司、大学、国内外政府地质机构的专家学者作为接包方参与了此次竞赛，除了地质学家外，研究生、咨询师、数学家、军官也都加入了，且使用了应用数学、高等物理、智能系统、计算机图像学等领域的技术方法解决此问题。就对产品价格的关心程度而言，接包方多是被黄金公司开出的高额“赏金”吸引而来，他们只关心自己能否获得奖金或是能获得多少奖金，不存在对公司拥有忠诚度这一问题，只属于交易客户。而接包方对企业利润具有贡献，竞赛的获胜者是为公司寻找到最多黄金的接包方，必定能为公司带来正利润，所以客户属于盈利客户。竞赛的参与者来自各个领域，他们的结果为公司带来了丰厚利润，且有着重要价值，但与公司的关系也止步于此次竞赛，对公司并没有长久的忠诚度，增值价值较低。因此，从客户生命周期角度看，其属于钢铁层。

竞赛结束后，发包方即黄金公司，并未与竞赛参与者有其他业务联系，因此他们之间的客户关系属于基本型。

（3）基础设施管理。

从合作伙伴关系角度看，平台由Goldcorp公司一手创建，并依托于公司的雄厚实力和互联网巨大的信息流通能力运营。而Goldcorp公司已经与国际采矿及金属协会（ICMM）、联合国全球契约（UN Global Compact）、采矿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世界黄金协会等多个组织团体建立起合作关系。公司建立的合作关系使得以公司为基础的平台具有翔实的基础数据，为众包项目提供了大量宝贵的地质资料素材，使平台对用户具有足够的吸引力，并拥有充分的运营实力。

能力层面主要体现在市场、技术以及管理三个层面。

第一，市场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2000年3月平台正式建立，并启动了此次挑战赛后，Goldcorp公司提供了57.5万美元奖金，以奖励那些拥有最佳找矿方法和最准估计的参与者。当时挑战赛网站吸引了475 000次点击，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 400个个人、公司、大学、国内外政府地质机构在网站注册。这样的规模极大提高了网站的知名度，奠定了该网站在探矿众包市场无可撼动的地位。后来，这种挑战赛式的创新方式被采矿业称为“Goldcorp法则”，塑造了良好的平台形象。从柔性能力角度看，整个平台（goldcorpchallenge.com）随着使用过程的不断调整，功能趋向于完善，形成了一套“用户注册—获取光盘资料—标注矿区—评判团队审核”的完整流程，并如约向用户支付了报酬奖励。平台聚合大众力量，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大型复杂数据库的分析工作，这对勘探行业而言可谓是极具创新和成长性的一次探索。

第二，技术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本众包项目不借助其他企业，直接自行设计平台，接包方除了地质学家外，研究生、咨询师、数学家、军官等也都纷纷加入，先后使用了应用数学、高等物理、智能系统、计算机图像学等方法解决了探矿难题，广泛而充足的知识来源使得整个众包项目拥有着无可比拟的技术研发能力。从柔性能力角度看，众人参与，并充分发挥各自的创造力和知识水平，这一举措为平台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三，管理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当时Goldcorp公司多伦多子公司的总裁是Rob McEwen，他是一个有活力、有冲劲、敢冒险的人，受到Linux开源模式的启发，他突然认识到也许应该像Linux那样开放勘探过程，随即他便开始策划“Goldcorp挑战赛”。这样的创新和决策能力，是Goldcorp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从柔性能力角度看，该平台在运营之前，基于大量由专业地质学家挖掘的数据形式发布矿区分布包，如果没有这一充足的数据挖掘前期准备工作，他们不会有如此之多的众包参与者，所以平台用充足的资源成功吸引了更多用户的积极参与。由此不难看出，由大公司直接搭建的平台更具可信度，同时探测成功后及时如约发放奖金的机制，有效保障了众包参与用户的利益。

（4）财务状况。

2013年，Goldcorp公司的黄金年产量达到267万盎司，同比上涨11%。另外，Goldcorp公司在2014年的黄金年化产量增长了13%~18%，至300万~350万盎司。2015年生产了330万~360万盎司的黄金。该公司通过在挑战赛网站上征集公司外部人士的勘测结果，继而为本公司的采矿工作提供技术支持，最终获得巨大盈利。另外，该平台的成本投入主要表现在网站的建设、推广、维护以及举办挑战赛的运营成本等方面，包括前期光盘的制作与发放、竞赛奖金的设置、评判团队的经营费用等。

（5）激励机制。

Goldcorp公司的挑战赛网站是一家以现金悬赏方式激励大众参与解决公司寻找采矿区域的平台。发包方通过设立评判团队、不同奖励级别与相应高额奖金等，以提高接包方的兴趣和努力程度，继而获得更好的解决方案。

2.星巴克点子

星巴克点子（www.mystarbucksidea.com）创始于2008年3月，是由美国著名咖啡连锁公司星巴克推出的社会化媒体网站、企业自发众包平台。星巴克前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表示：星巴克每年花费的广告费用只有区区1 000万美元，和那些擅长做市场的企业相比，这点钱可能还不够一个零头。星巴克没有复杂庞大的广告和市场推广，却在短时间内跃升至全球最有价值的百大品牌之列，这里面的奥秘就是公司始终强调的可持续性发展——星巴克点子的创立便是其中的一个体现。“品牌不是一张广告，品牌活在我们员工与顾客的互动中。我们一直努力建立的是顾客在我们店里所能体验到的特殊感受，这是通过我们员工的每一次服务和每一个顾客建立起的特殊体验。”霍华德如是说。消费者可通过网站针对星巴克的产品和服务提出建议，也可以对别人的建议进行投票和讨论，同时星巴克实时公布对建议的反馈和采纳情况。在网站上线不到半年内，星巴克点子网站便收到共计75 000条建议，以及成千上万条的评论与投票。对于星巴克来说，公司既从消费者处获得极有价值的创意和设想，同时还开发了新产品，改进了服务体验，并提高了公司的整体经营情况。更为重要的是，星巴克通过星巴克点子与消费者直接互动沟通，充分尊重消费者的主动权，建立了消费者与星巴克的深层次互动关系和归属感，提高了星巴克悉心倾听消费者心声的形象。

（1）产品。

星巴克点子是霍华德·舒尔茨推出的星巴克第一个官方网络社群。在社群里，消费者不仅可以提出各类针对星巴克产品和服务的建议，对其他人的建议进行投票评选和讨论，而且可以看到星巴克对这些建议的回应或采纳情况。因此，从产品领先度看，星巴克点子是以品牌管理为主的，旨在改善企业服务或是有所创新。该平台提供的服务主要涉及提出建议（share）、对各类建议进行投票评选（vote）、和其他读者以及星巴克的“创意伙伴”进行讨论（discuss）、了解星巴克对一些建议的采纳实施情况（see）。从运营最优角度看，星巴克点子并不追求价格最低，而是追求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属于简易型。通过这个平台，星巴克想要改善因“内部备忘录外泄事件”造成的糟糕形象。通过直接向社群发声，让关心此事的网友了解相关情况，并能自由提出意见或建议，发展与客户间的良好关系。所以，其从客户友好角度来看是关系友好型的。

（2）客户。

截至2013年底星巴克点子网站平台上已有126 542条产品建议（product ideas），41 062条体验建议（experience ideas），24 357条创意建议（involvement ideas），这些点子的创造者来自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平台以“激发并孕育人文精神，每人，每杯，每个社区”为宗旨，创建了“伙伴型”客户关系——通过采纳客户的建议提升自身的产品质量、优化客户的消费体验。这强化了星巴克的核心竞争力——“客户纽带”（customer relationship），即与客户特别是忠诚客户间的良好关系，拥有大量的关系客户。另外，在星巴克点子网站上，星巴克派驻大约40名“创意伙伴”，他们是公司内咖啡和食品、商店运营、社区管理、娱乐等众多领域的专家，负责在线听取消费者的建议、代表公司回答提出的问题、交流星巴克采纳实施的消费者建议和正在进行的其他项目。该平台上汇聚的客户资源主要是星巴克的老客户，意见较为单一，但这些客户具有较高的忠诚度，客户属于铂金层。

（3）基础设施管理。

就合作伙伴关系角度而言，星巴克点子与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之间有深度合作，为用户对于建议的分享以及品牌的推广提供了便捷的渠道。

能力层面主要体现在市场、技术以及管理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星巴克本身具有良好的品牌形象与广泛的消费市场，星巴克点子能够吸引到顾客提供建议，采纳建议有助于产品和服务的完善。星巴克品牌的核心价值起源并围绕着人与人间的关系而构建。星巴克点子有效强化了品牌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并维系着良好的客户忠诚度。从柔性能力角度看，星巴克点子使品牌与客户形成了一种诚实、透明、及时的互动。星巴克可以根据消费者的需求，对产品和服务实时进行调整，从而提高自身的市场竞争力，维持用户黏性，使星巴克拥有迅捷的市场反应能力。

第二，技术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星巴克点子平台为访客提供了方便简洁的分类，建议者不仅可以快速地提出建议，而且可以方便地通过分类查看其他人已提出的意见，更能查看星巴克对各类意见做出的回应（如意见是否被采纳，星巴克是否已做出改进等）。从柔性能力角度看，星巴克点子平台根据建议提供者的需求，持续对网站界面进行了优化，并将其构建成多入口平台，提供了便捷的分享功能。

第三，管理层面。从刚性能力角度看，星巴克一直致力于构建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和谐关系，从而提高了其决策效率与实施效率，这为针对用户提出的建议做出改进提供了保证。星巴克在内部征召了几十位在不同领域如咖啡、食物、聊天等方面有所建树的创意伙伴，邀请其参与到网络社区的经营工作中，他们与建议者交流并进行及时处理。从柔性能力角度看，霍华德·舒尔茨受Dell公司启发，创造了星巴克点子这样一个顾客社群网站。此后，他一直参考其他众包网站的运营模式，对这个企业自发型的众包网站进行改善，以保障用户提出意见的便捷性与网站意见反馈的及时性。

（4）财务状况。

星巴克点子的成本主要包括少量的网站运营维护费用以及信息采集员的雇用费用。另外，采纳顾客意见后改进产品或服务的花费则占据了大部分成本。星巴克点子的盈利模式主要有两种：信息挖掘收入与品牌延伸收入。通过星巴克点子，用户持续不断地在社群中分享故事，沟通品牌的精神、个性、特质和优点，这一系列的相互交流推广了星巴克产品、提高了用户忠诚度，为星巴克创造了大量信息挖掘收入。同时，平台让企业可以直接与顾客对话，这样有助于企业发掘顾客的真实需求，改善自身服务，进而为顾客带来更完善、更具针对性的消费体验，以此来创造品牌延伸收入。在星巴克点子网站上，客户替品牌发言，他们参与各类活动，如意见征求，投票，共同完成某项任务等，参与活动的动态信息可以更新在用户的涂鸦墙或者绑定到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站上，进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企业通过为用户提供足够的优惠，来鼓励用户的进一步互动。

（5）激励机制。

星巴克点子激励机制主要为自我激励机制，包括自我价值实现和社交愿望两个层面。就自我价值实现而言，当顾客提出的点子被星巴克官方采纳、将使星巴克的产品或服务朝用户所希望的方向得到改善时，对于一个热爱星巴克的顾客来说，无疑能带来自豪感与自我价值实现的满足感。就社交愿望而言，星巴克点子网站为热爱星巴克的顾客们提供了一个官方的交流分享平台，同时与Facebook、Twitter的紧密合作也激发了用户参与点子的提出、投票等活动的热情。

3.小米论坛

小米手机社区官方论坛（bbs.xiaomi.cn）2011年8月1日正式对外上线。小米公司旨在通过构建这一顾客社交平台来提高品牌知名度、增强用户黏性，并完善消费者的购机体验。同时，这个官方的社区论坛为小米手机用户提供了一个交流、分享、互动的平台。小米社区论坛橙色的版面凸显了小米品牌活泼、亲民的特点。“米粉”们在论坛上发表关于小米的手机介绍、使用经验、活动情况的帖子，同时分享各类插件资源、应用程序，这既增强了用户对小米手机的了解，提高了用户体验，还完善了小米手机生态圈，维系了用户忠诚度。

（1）产品。

小米论坛的建立是为了让网友更好地了解有关小米的各种产品、活动等，并在平台上交流各自的疑问、建议或经验。论坛主要包括了小米官方商城、资讯、酷玩帮、随手拍应用等板块。从产品领先维度来讲主要为品牌管理，提供了一个展示小米产品、分享相关经验、宣传各种活动、交流意见与建议的平台。就运营最优来说，小米论坛不多涉及产品价格，主要是消费者之间、消费者与论坛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流，发表评论的流程简单快捷，界面清晰，属于简易型。从客户友好角度看，小米论坛允许网友注册成为会员，发帖简单，交流便捷，同时能及时获取小米的发展动态，参与各种活动，以提供服务为主，属于关系友好型。

（2）客户。

作为小米手机用户的交流论坛，其论坛口号为“因为米粉，所以小米”。小米对不同社区进行了鲜明的功能化分工和“主动型”的客户关系维系，使小米在多个社区渠道的综合运用方面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2013年，其论坛每天诞生25万帖子；微博账号群粉丝超过了2 000万，微信公众账号也获取了近500万订阅用户。红米在QQ空间首发时，也一举获得超过1 000万粉丝。论坛的宗旨是维持老客户，开发新客户，并不断提高小米论坛成员的黏性。尽管小米一开始提出了“为发烧而生”的口号，志在创造狂热“米粉”的铂金层用户群体，但总体来说，其客户群忠诚度、购买能力和盈利能力整体仍都比较低，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属于钢铁层用户。

（3）基础设施管理。

就合作伙伴关系视角而言，平台与多家媒体、网络媒介，如微博、QQ空间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其扩大用户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与一些专业移动设备网站，如手机中国、安卓论坛等合作，为平台的专业性服务提供有力保障。

能力层面主要体现在市场、技术以及管理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层面。就刚性能力而言，小米手机一直以高性价比著称，同时小米公司拥有高超的营销技能，产品的宣传与行销十分到位。同时，小米亲民的企业形象使小米手机拥有广泛的用户群体，专业统计显示，2013年度小米手机销量达到了1 870万台。良好的市场占有率使小米论坛的用户数量得到了保证。就柔性能力而言，小米手机市场反应能力优秀，在用户群体的针对性选择上，它由一开始的“发烧友”路线转化为实惠亲民路线，论坛风格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如小米公司设立了各类活动，并为优秀分享者送出配件奖品。这强化了小米的客户关系，提高了用户的分享参与度。网站不间断的改进与完善也为用户提供了更为舒适的操作体验。

第二，技术层面。就刚性能力而言，小米手机本身为懂技术的人员提供了开发版本系统，这使技术爱好者能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根据意愿改变手机设置，提高手机易用性。而小米社区用户群中不乏各类技术爱好者，他们能为普通用户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这也是为什么小米论坛上不乏各类技术帖、开源帖。用户可以轻松地分享各类优化插件，提高了社区吸引力与手机操作性。从柔性能力看，小米社区论坛功能不断趋于全面，并由一开始的论坛扩展跃变为综合性社区。伴随移动终端的发展，社区也推出了相应的移动版本，以方便论坛用户的交流。

第三，管理层面。从刚性能力看，小米手机的管理者之一雷军能够洞察用户需求，对市场极其敏感，这使企业上层的管理往往精准而有效，这一点在小米社区上比较明显的反映就是其合理的板块设置，同时在发帖量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小米社区仍然运行得井然有序。当小米论坛会员突破300万时，整个论坛的管理人员不到70人，这说明平台的管理者决策与控制能力较强。而就柔性能力而言，小米手机CEO雷军素有“中国乔布斯”之称，这引领着小米成为一个学习与创造能力皆较强的公司。小米与格力、金山、腾讯等多家知名企业合作；同时小米论坛中还有专门的合作专区，代理商、派送公司、3C厂家均可在上发帖寻求合作，这凸显了小米卓越的外部协同能力。

（4）财务状况。

小米论坛附属于小米社区，主要盈利模式为网络营销和社群联结。网络营销是企业整体营销战略的组成部分之一，网络营销是为实现企业总体经营目标设定的，以互联网为基本手段营造网上经营环境的各种活动。准确地说，网络营销就是以互联网为主要手段开展的营销活动。小米论坛允许用户对小米产品发表相关文章，用户也可以通过小米论坛的友情网站访问小米商城等其他小米旗下网站，可以说小米论坛为小米旗下产品（如多看阅读、米聊、小米游戏等）做足了广告。由此，不难看出小米论坛以完善客户体验为主要任务，给客户一个丰富多彩的互动空间，进而通过客户的回馈进一步完善产品功能。与此同时，提高客户满意度，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这同样是小米论坛的一大潜在盈利方式。

（5）激励机制。

小米手机社区官方论坛的激励机制主要为非货币激励形式。就自我激励机制角度而言，其一，新知习得愿望。通过用户之间的相互分享与交流，学到新的技能或获得新的信息与知识。其二，社交愿望。通过参与众包任务交流，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其三，自我价值实现。在与他人交流并为他人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就非货币激励机制角度而言，旨在实现资源共享，即小米用户在论坛中共享各类资源，包括应用程序App、影音等软件和媒体资源，以及使用心得、技巧等原创内容。

3.3.4 案例总结

用户自发型众包模式不仅体现在百科类，凡是以内容动态自由变化为基本特征，同时仅靠企业自身能力及资源又难以保持内容完整性及新鲜性的网站都可以采取用户自发型众包模式。如You-Tube依靠广告方式盈利，iStockphoto满足了业余摄影师的心理需求等内容类网站都采用了该模式，而这种模式要依靠企业自身积极挖掘利润的创造点。从以上几个案例可以看出，用户自发型的众包模式以大众热情贡献与生产内容为主，企业依托内容或借助内容吸引广告投入盈利。

众包中介平台模式的关键点在于众包中介网站，在该平台上实现问题需求企业与问题解决者之间的对接，其商业模式主要以收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为主，也存在不收取佣金而从增值业务中获取利润的运营模式。由于全球企业存在着成千上万的问题，因而众包网络平台专业性的强弱则决定了这些问题的解决效率。

中介平台型众包网站，例如InnoCentive和oDesk众包平台，是这类众包模式的典型代表。这两个平台又各有侧重各具特色，且均发展迅速，规模庞大，已在世界各地设立分支机构，两者的收入机制均是佣金制，即从发包方支付给接包方的报酬里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深远影响的当属InnoCentive，宝洁、波音、杜邦等大型跨国企业都成了其业务合作伙伴，且InnoCentive平台聚集的成员多为科学家及大型企业，因而该平台以解决技术研发难题为主，而众多成功案例也说明了InnoCentive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oDesk则以解决网站开发、营销策划、文案写作等日常工作、生活方面的难题为主，因而该网站的接包方以自由职业者居多。众包中介平台上发包方和接包方之间的信任问题尤为重要，不仅是为了众包平台持久长远的发展，同时也使发包方能够得到更具专业性的解决方案。InnoCentive聚集了大量专业性科技人才，oDesk则设立了严格的批准制度及严谨的监督评价系统。上述措施均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参与者之间的专业性及信任度，因而众包平台在发展过程中应逐渐实现人才的聚集及任务监督过程的专业性，同时使接包方和发包方互信。

我国众包网络平台发展10余年，和国外对应众包模式相较而言还存在着一定差距。我国众包平台聚集的众包任务类型和国外Odesk比较接近，以劳务服务类为主，同时存在一定数量的微创意产品服务。

企业自发型众包模式意指企业为打破原有的封闭式创新模式，并采取开放式创新模式，充分整合企业内外资源，在不借助于第三方平台的前提下，采取现金悬赏招标式比赛或自营论坛的方式深度挖掘用户需求，重视“用户创造内容”，重视用户体验，以满足越来越个性化的用户需求的商业模式。在现金悬赏招标式及自营论坛式的两类企业自发型众包模式中，其对应的用户参与及采用众包的动因不同，前者是现金激励型，而后者则是社区效应及社交愿望激励型。它们均体现了社交网络中的“弱链接”效应，即生活中最具效力的网络，同时也是那些具有最宽广信息、知识与经验的用户群。

依据表3-1商业模式理论分析基础，笔者从产品、客户、基础设施管理、财务状况以及激励机制5个方面对上述案例的分析结果进行了梳理与汇总，如表3-4至表3-8所示，一目了然地展示了平台之间的共性特征及其区别。

从产品层面观察，三类模式中，企业自行设计竞赛、自行悬赏招标任务是以创新型的产品领先理念为主，其他类型的众包服务均以体现其品牌理念为重，建立简易型、关系友好型平台。

从客户层面观察，接包方基本上来源于大众群体，以充分挖掘大众智慧为目的，为企业、社会组织团体、个人带来利润的关系型客户，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型业务伙伴关系。

众包以提供高质量服务为主，注重维系客户关系，培养客户忠诚度，因此其客户生命周期大多属于铂金层或黄金层。然而，由于企业自行悬赏招标任务，以推进企业产品创新为主，其客户大多以获取高额悬赏金为主要动机，企业与客户之间的关系也是暂时性的，因此，在客户生命周期上属于钢铁层，并建立了基本型客户关系。

从基础设施管理视角看，平台或社区均积极扩展与维护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在市场层面、管理层面、技术层面上体现出了较强的刚性能力及柔性能力。


表3-4 用户自发型众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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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中介平台型众包国外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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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中介平台型众包国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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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企业自发型众包案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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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企业自发型众包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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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务状况对比发现，从盈利模式出发，用户自发型众包主要是信息交付型收入模式，中介平台型众包以产品和服务收入为主，同时国内众包平台扩展了广告收入模式，而企业自发型众包的收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包括品牌延伸收入、信息挖掘收入等。

从激励机制视角看，用户自发型及企业自行运营论坛型模式的激励机制多种多样，体现在获得新知、心理满足感、社区归属感等多方面；中介平台型众包以及企业自行设计竞赛招标悬赏任务，主要则以现金激励为主。

综上所述，不难发现用户自发型众包模式、中介平台型众包模式以及企业自发型众包模式均充分利用了大众智慧，并将其有效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且各具特色，其显著共性在于发掘集体智慧，以为企业提供专业服务能力的核心目标。从推进企业创新角度看，其一，中介平台类，如InnoCentive，聚集的接包方多为专业技术型人士；其二，企业自发型众包多以推动企业解决自身面临的技术难题为主。因此，这两类对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最具颠覆性影响。综上所述，提升接包方的专业服务能力、企业自行设计现金悬赏比赛、依靠社交论坛捕捉用户的真实需求，已成为企业利用众包商业模式提升创新能力的必经之路。



注释：


[1]
 oDesk在2015年与Elance合并并更名为Upwork。


[2]
 2019年，字节跳动有限公司完成对互动百科的收购。2020年，改为了头条百科。


3.4 本章小结

本章重点分析了企业网络众包创新平台的三种细分类型及其主要特征，基于亚历山大商业模式理论，采用案例分析法，从产品、客户、基础设施管理、财务状况及激励机制五个维度入手，综合选取了五组具有代表性的国内外案例，分别是：第一，针对用户自发型众包模式，选取了维基百科与互动百科作为案例分析对象；第二，针对中介平台型众包模式，选取了InnoCentive与猪八戒网站、oDesk与一品威客网作为对比案例；第三，针对企业自发型众包模式，选取了星巴克点子与小米论坛、Goldcorp作为分析对象。继而全面剖析了不同网络众包平台的具体应用情景及各项主要特征，并回答了“对于具体企业而言，采纳何种网络众包平台进行企业技术创新更为科学合理？”这一研究问题。


第4章 网络众包创新模式的参与者特征研究

4.1 引言

自2005年以来，我国众包行业发展迅猛，诸多优秀的众包网络平台不断出现，而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众包平台当属猪八戒网和一品威客网。2015年猪八戒网站的注册用户已逾千万，其中中外雇主500万家、服务商1 000万家，2015年的市场占有率已逾80%，平台交易额达到75亿元。一品威客网站虽成立时间较晚，于2010年7月1日正式上线运营，截至2015年12月，一品威客网已拥有创意设计机构、工作室及个人1 000多万，并成功为数十万家企业及个人提供了基于众包创新模式的创意交易服务。而这些众包网络平台模式以及参与者的基本特征是什么？企业只有充分利用众包平台推进自身的创新步伐，深入了解众包模式及参与者的基本特征，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合理采纳众包模式进行开放式创新。本章拟采用问卷调查法开展研究工作，以帮助企业充分理解和把握众包发包方与接包方的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


4.2 网络社区众包创新模式的基本特征

众包是公司或机构将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交付给大众网民参与完成的业务模式。众多的实例如宜家天才设计大赛等都表明了这种模式对企业创新所具有的推动作用。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并实践这一全新的企业创新模式，以满足消费者对个性化需求越来越强的欲望，转换封闭式内部创新模式为开放式创新模式，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使其逐步向无边界组织方向发展，继而全面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

企业众包创新模式与传统封闭式创新模式相比，具有诸多典型特征，主要包括：其一，大众参与推动创新；其二，企业开放式创新改变企业组织边界；其三，与外包的差异化特征；其四，众包模式的本土化特征。下面将逐一对其进行剖析。

4.2.1 大众参与推动创新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企业若要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能否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便成为其制胜于竞争者的法宝之一。Web 2.0下孕育而生的众包模式，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沟通的平台，在此平台上，大众参与的自主性增强，且内含了企业携手用户协同创新的核心理念。众包面向的是非特定大众群体，对参与者没有严格的限制条件或要求，而是基于个人选择，或是出于业余爱好。大众主动参与到众包任务中，体现了大众式的参与文化，在大众自主参与的过程中体现集体智慧。而这种集体智慧，转化为了实实在在的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展示了公众的协作力量。企业内部无法解决的、兼具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疑难问题或是创意型产品设计问题等，通过众包模式所聚集的不同背景、不同专业的人才集思广益、协同合作得以解决。在这种共赢的模式中，蕴含了企业与用户携手创新的重要思想，并由以往生产商主导的产品设计过渡到以消费者主导的问题解决及创意设计方面，充分挖掘大众智慧背后隐藏的巨大商业潜力。例如，Threadless T恤公司通过收集业余粉丝或设计师的T恤衫设计，将外部大众的集体智慧纳入产品生产设计过程中，在实现低成本地推进产品创新的同时，获得了可观收益。网络社区众包模式，体现了大众集体智慧的力量，大众在自觉自愿的参与过程中，将自身的智慧、经验、知识转变为巨大的商业利益及社会生产力。因此，网络社区众包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表现为：聚集大众智慧，大众参与推动创新。

4.2.2 企业开放式创新改变企业组织边界

企业与用户之间的沟通效率依托网络众包平台得以显著提升，并由以往以生产商为主导的产品设计模式逐渐过渡为以消费者为主导的产品设计模式，这不仅体现了消费者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也充分体现了企业在创新日趋民主化的过程中由传统的内部封闭式创新模式向开放式创新模式的转变。由于企业内部封闭式创新模式所具有的思维惯性限制，致使企业创新步伐缓慢，而消费者创新的热情与能力则有效激活了企业的创新能力，提升了其自身核心竞争力。众包以分布广泛、自主参与的大众为创新主体，使得大众创新逐步成为主流，企业充分利用众包这一特性，通过对外部资源的整合可以实现自身产品开发设计中的创新。众包使消费者的创新能力得以充分体现，并用“自下而上”的创新模式颠覆了以往“自上而下”的创新模式，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思维模式的消费者创新活力突破了企业内部封闭式创新的枷锁。

此外，参与企业生产的消费者数量越来越多，有效延伸了传统企业的创新边界，同时也模糊了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企业边界具有规模边界与能力边界的两重属性，众包商业模式通过将企业自身业务交给非特定大众群体完成，使得企业的纵向边界缩小，大众智慧得以挖掘，某种程度上扩张了企业可用的能力边界。因此，基于社区的众包创新模式为企业创新带来了新的活力，同时改变了传统的创新模式，并呈现了第二大主要特征，即开放式创新方式延伸了企业组织边界。

4.2.3 与外包的差异化特征

外包和众包是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众包主要指公司或机构将工作任务交给非特定大众群体完成。而外包概念则是由普拉哈拉德和哈默于1990年在《企业的核心能力》一书中首次提出，主要是指企业将工作任务交给特定的专业化团队来完成。尽管两者都是网络时代的产物，并帮助企业突破了自身资源的限制，促使企业实现充分利用外部资源降低成本、提升综合竞争力的目标。然而，两概念却存在着显著差异。第一，在合作形式上，外包是在社会专业化分工背景下产生的，是企业专注于自身核心业务，将自身不擅长的业务交给专业化服务团队完成，以通过扬长避短的合作模式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而众包则是在理性消费力量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的背景下，企业通过大众网民协同创新的形式突破了传统创新模式的局限，并满足了用户个性化的需求。第二，在实现理念上，外包通常通过招标方式，将费时费力的非核心业务承包给第三方专业团队的方式完成，以“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为出发点，强调高度专业化的办事理念，继而提升办事效率；而众包的理念则是充分挖掘大众群体背后的商业潜力，以多样化及差异性的集体智慧满足消费者日益个性化的产品需求。综上所述，外包和众包尽管都是企业整合内外资源，继而提升竞争力的方式，但外包侧重于非核心业务的高度专业化，而众包模式既适用于企业的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又能满足社会多样化及差异化的需求。

4.2.4 众包模式的本土化特征

基于社会化媒体的众包模式在中国国内主要以中介平台模式为主，在概念上与“威客”一词对应。我国于2005年成立了第一家名为K68的威客创意平台，此后威客平台日益增多，交易模式也愈加丰富，但仍以悬赏招标模式为主，效仿国外较为成功的商业模式如Freelancer等。尽管从诞生伊始发展至今，国内众包平台与国外众包平台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也出现了许多本土化特征。第一，从业务类型而言，国外知名的众包平台网站，如创新中心InnoCentive、AMT等，均凭借各自的优势实现了全球化，而我国威客平台目前主要集中于国内市场，猪八戒网站的中文国际站仍属于起步阶段。我国威客平台聚集的众包任务以网站开发、文案写作等劳务服务类业务为主，创意产品类业务占比较低，而随着众包平台对中小企业创新影响的逐渐加深，我国威客平台也在不断升级改版，并推出诸多新的交易模式，以适应网站用户的多元化需求，如猪八戒网开设的专属店铺、一品威客网开设的酷贝街等以打通创意产品产业链的上下游，提升众包平台交易效率，并为众包的发包方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以促进中小企业关注并重视基于网民社区众包创新模式的应用。第二，我国威客平台聚集了千万级用户，多为业余型威客，缺少专业型威客，而创新中心InnoCentive聚集的主要是专业人才，并为众多大型跨国企业解决了诸多实际的疑难问题。综上所述，我国威客平台以业务威客为主，与企业的合作关系链较弱，还属于众包商业模式的初级阶段，并仅在部分中小企业得到了应用，尚未引起大部分企业的充分重视。

我国拥有足够多的网民，因而充分利用这一群体智慧型网络资源，将给企业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基于网民社区的众包模式，利用群体智慧推进企业开放式创新的方式，是个性化需求日益增强情况下的现实要求。我国众包及威客平台在其发展过程中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如接包方多为业余威客或接包者、发包任务多为劳动服务型工作、与中小企业的合作关系链较弱、专业性人才匮乏等。与此同时，上述部分特点也成为中小企业充分利用众包平台进行开放式创新的桎梏。


4.3 网络社区众包参与者的基本特征

基于网民社区的众包集发包方、接包方、中介平台于一体。其中，发包方通常是企业或解决问题需求的个人，其解决问题的方式通常有两种：第一，绕开中介平台，直接在公司网站上以现金悬赏的方式让大众参与问题解决过程，或以自营论坛形式听取用户的建议及意见；第二，通过网络中介平台发布任务，方式是现金悬赏或招标。接包方通常是大众群体，该群体既可以是某一领域的专业人士；也可以是非专业的业余爱好者，凭借自身的热情及创新的活力解决发包方发布的任务。作为接包方与发包方的沟通桥梁——中介平台，如猪八戒网站、AMT等，旨在建立相应的规章秩序，并保障接包方与发包方的双边利益。我国众包行业发展了十多年，累积的众包参与者数量庞大，而这些庞大的数量群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呢？为准确回答这一问题，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众包活动中的接包方与发包方两类参与者的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展开了全面的分析。

4.3.1 研究方法

4.3.1.1 问卷设计

问卷调查法是用统一设计的问卷向调查对象了解情况的数据收集手段，其以纸质问卷为载体或以网络调查形式为主。笔者以众包的两类参与者即发包方与接包方作为调研对象，以促进中小企业利用众包模式推进创新为主要目标，将发包方界定为企业、接包方界定为大众群体即个人。对接包方从其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其自然属性主要是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爱好、职业、职位类型、月收入等因素，其社会属性主要从社会资本视角展开分析，正如林南（2005）在《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一书中对社会资本的定义所言：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借助于行动者所在网络或所在群体的联系和资源起作用，社会资源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网络中的资源。参与者之所以愿意参与到众包创新活动中来，主要是由于其社会属性，即为了获取或维持其社会资本，因而本研究将从信息流动、施加影响、社会信用、强化身份和认同感四个维度研究接包方的社会属性，并设计出用于调查研究的调研问卷。对发包方亦从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两个维度入手分析，发包方的自然属性包括企业规模等；社会属性主要根据邓泽宏（2010）等人的理论，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视角出发设计调研问卷，具体接包方及发包方问卷设计的依据如表4-1及表4-2所示。


表4-1 接包方基本特征问卷设计量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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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发包方基本特征问卷设计量表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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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问卷调研

本问卷调研分为两个阶段，分别是预调研阶段及正式调研阶段。第一，预调研阶段，以纸质问卷为主，随机发放给36名众包用户，根据所得的数据和用户的反馈，针对问卷题目的数量及问题提问方式进行调整。第二，正式调研阶段，主要采取网络调查法。

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法，针对回收的样本数据进行频次、频率、百分比等基本信息统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接包方及发包方的基本特征。

4.3.2 接包方的基本特征

4.3.2.1 接包方的自然属性

为回答“我国网络众包平台上数以百万的接包方用户均处于何种年龄阶层、具有哪些兴趣爱好、来自什么群体”等问题，本研究从接包方自然属性视角展开调研，通过问卷回收数据分析后，得到如表4-3所示的接包方自然属性特征。基于此，全面了解了接包方在年龄、收入、教育背景等方面的主要特性，继而为企业利用众包模式甄选适宜的接包方解决众包任务提供可行性的建议。


表4-3 接包方基本特征统计分析（N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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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4-3可以看出，就自然属性而言，在性别层次上，男性占比46.67%，女性占比53.33%，女性比例略高于男性，总体上基本持平，说明众包平台上接包方群体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即接包方在男女群体中的接受度基本一致。从年龄看，样本数据结果表明接包方大多处于20~30岁这个年龄段，占比85.24%，属于年轻有活力的群体，这与我国网民群体分布的年龄构成有一定关系，也与年轻群体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且喜欢利用业余时间发展自身兴趣爱好存在内在联系。不容否认的是，该年龄段群体大多是接受了正规高等教育、具备丰富的理论专业知识、在社会历练过程中并未形成固化思维模式的人，他们为创新注入了新鲜血液，提升了创新活力。因而，中小企业在利用众包模式解决任务时，应充分激发这一群体的参与度。从教育程度（学历）来看，被调研对象的学历层次集中在大学专科及大学本科层次，占比82.38%；只有一小部分属于大专以下学历，占比不足10%。这说明众包平台聚集的接包方大多接受过正规高等教育，具备一定的专业素养，虽不能保证接包方都是某一领域的专业性人才，但也足以保证接包方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就职业角度而言，从职业背景、工作单位的性质以及职位类型三个维度予以考量。样本数据结果显示，被调研对象分布于各行各业，职业背景差异化较为明显，这说明众包是适应社会差异化需求的产物，来自不同职业背景的接包方，掌握不同领域的知识技能，同时具备不同的职业素养及思维模式，能更好满足需要通过集思广益的方式解决各类问题的实际需求。从调研结果中笔者发现，专业技术人员接包方占比24.29%，说明我国威客平台储备了一定的专业性人才，具备基本的解决专业性问题的能力。当然，与创新中心InnoCentive聚集的大量科学家等专业人才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从工作单位的性质来看，调研群体大多来自私营企业事业单位或公私合作企业，而来自国家行政企业事业单位的被调研对象占比14.29%，还有不少的分布于其他性质单位的接包方。众包模式不仅为企业提供了新的开拓创新的模式，同时也使得工作可以在虚拟、远程化的网络环境中完成，为部分自由职业者提供了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同时也为各种性质工作单位的员工提供了利用业余时间获取额外收入的渠道。从职位类型来看，接包方从事管理岗位的占比较少，总计占比21.90%。众包模式是大众群体利用业余时间赚取额外收入的一种商业模式，给予足够的时间以及足够的现金激励才能驱动大众群体成为真正的接包方，因此，从事众包的接包方大多是普通员工或其他从业者，例如自由职业者或学生，而管理者一般会比这类人群具备更扎实的专业技能。因此，中小企业要想充分激发管理者参与解决众包任务，需要提供更完善的现金激励机制。从月收入层次来看，样本数据结果中，占比89.05%的接包方属于月收入低于6 000元的群体。他们属于收入偏低的群体，说明众包模式对低收入群体更具吸引力。

从爱好角度来看，如图4-1所示，调研对象的爱好分布较为均匀，网络、社交、运动、休闲类占比基本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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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接包方的爱好分布状况

综上所述，从性别、年龄、教育背景、职业、月收入、爱好等六个方面可以将我国众包平台上聚集的接包方的自然属性概括为：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年龄大多处于20~30岁；大部分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职业及工作单位性质分布广泛，而从事的职位类型大多是普通职工、自由职业、学生等；大部分月收入在6 000元以下；此外，接包方的兴趣爱好广泛，不存在明显的兴趣偏好。

4.3.2.2 接包方的社会属性

林南在《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一书中对社会资本做了深入浅出的描述，其指出社会资本是嵌入到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资本禀赋受家庭背景、社会定位、职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且社会资本的丰富将有利于个人在社会中的生存及发展。然而，每个人的社会行动目的存在维持性目的和增强性目的的区别，因此导致社会资本禀赋在信息流动、施加影响、社会信用状况及认同感等社会资本表现方面存在差异。那么，根据该描述，参与众包活动的接包方又将拥有怎样的社会资本状况呢？本研究将从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社会资本禀赋、社会行动目的、社会资本表现三个方面全面剖析接包方的社会属性。

就社会资本禀赋状况视角而言，社会属性主要体现在权力、财富、声望三个方面，其可从家庭背景、职业类别、工作单位的性质、职位类型、父母亲的工作类型、月收入等项目予以测量，如表4-4社会属性维度所示。其一，就权力视角而言，家庭背景均匀分布于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县城、农村，父母亲的工作类型主要集中于普通职工，且接包方主体的职位类型中管理人员占比较小。综上不难看出，从权力角度来看，聚集在众包平台上的接包方群体的社会资本禀赋并不突出。其二，就财富视角而言，接包方群体的职业类别的分布较为广泛，工作单位的性质的分布较均匀，大多接包者月收入集中于6 000元以下的中低收入群体。因此，从财富角度来看，接包方所占据的社会资本禀赋总体较低。其三，就声望视角而言，从职业背景、家庭背景、职位类型、工作单位的性质来看，接包方并没有展现出明显的高声誉和社会声望，被调研对象在家庭背景、职业类别方面的分布较为均匀，不存在显著差异。工作单位的性质集中于私营企业的占比达31.43%，其他占比达22.86%，且任职于国家行政企业事业单位的群体比例也偏低；职位类型方面，管理人员的占比较低，仅为21.90%。由此可见，只有很小部分接包方群体在社会网络结构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具有权威性，能控制并获取一定的社会资源。

就社会行动目的视角而言，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人通常具有两种不同类型的行动。其一，表达性行动。该类行动主要用以维持自身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并获得他人的情感支持。其二，工具性行动。该类行动以增加社会资本为目的，具体表现在获得财富（增加收入）、（获取地位）政治地位及社会声望（提高声誉）等方面。根据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样本数据显示，众包创新活动接包方的参与目的分布如图4-2所示。从图4-2中可以看出，接包方参与众包创新，以增加收入（32%）、可以提高心理满意度（29%）、可以提升生活满意度（24%）三者为主。从表达性行动出发，接包方为维持社会资本的行为（如图4-2中A、B、C所示）所占的比例约为62%；而从工具性行动出发，以增加社会资本为目的的行为（如图4-2中D、E、F所示）占比为38%。由此可见，接包方参与众包创新的目的以获取资源为主、表达情感为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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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接包方参与众包创新的目的

就社会资本表现层面而言，主要体现在信息流动、施加影响、社会信用、强化身份和认同感4个方面。其中，信息流动意指社会资本对信息流动的促进作用及获取信息的能力，由具体占据的战略位置决定；施加影响意指自身的权威性对其他人产生的影响力；社会信用代表了自身获取资源的能力；强化身份和认同感通常体现在对其他资源提出要求的能力或情感支持能够获得认同的能力。经问卷调查，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得到如图4-3所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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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接包方的社会资本表现

其一，从信息流动层面观察（如图4-3（a）所示），就接包方通过社会关系“获取信息的能力”而言，12%的接包方认为自身具有很强的信息获取能力，37%的接包方则认为自己的信息获取能力较强，46%的接包方认为其信息获取能力一般，较小比例的接包方认为自身的信息获取能力较弱或非常弱。总体而言，大部分接包方的信息获取能力达到了一般水平以上，较小比例的接包方认为自身信息获取能力较弱，由此得出“接包方利用社会资本影响信息流动的总体能力较强”这一结论。其二，从施加影响层面观察（如图4-3（b）所示），就接包主体“对其他人的影响力”而言，半数以上（59%）的调研对象认为对其他人的影响力一般，28%的调研对象认为自己具备较强的影响力，而其他情况占比较小。由此可见，接包方通过社会资本对其他人造成影响的能力一般。其三，从强化身份和认同感层面观察，对情感支持及资源要求两个层面分别进行了调研。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在“能否很容易获得情感支持”方面（如图4-3（c）所示），50%的接包方认为容易获得情感支持，33%的表示一般，11%的认为很容易得到情感支持。由此可见，接包方总体比较容易获得情感认同及支持。而在“对一些资源提出要求，能否得到认可”方面（如图4-3（d）所示），53%的接包方认为能得到认可，41%的接包方则表示不确定，说明接包方在资源要求方面的认同感一般。总体而言，接包方较容易得到情感支持，但在资源要求上得到认可的不确定性较强。其四，从社会信用状况层面观察（如图4-3（e）所示），就“对他人的承诺，能否办到”而言，绝大多数（89%）的调研对象可以实现对他人的承诺，足以说明接包方群体的总体社会信用状况良好，而良好的信用状况也能够进一步帮助其提高获取社会资源的效率。

以上从社会资本禀赋、社会行动目的、社会资本表现三方面综合分析了接包方的社会属性后发现，接包方社会资本禀赋一般，在财富、权力、声望三方面表现平平，且占据有利战略地位、获取并控制社会资源的能力总体偏弱，参与众包活动的初衷以增加收入、增加心理满足感及提升生活满意度为主，与此同时，接包方利用社会资本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强，但对他人的影响力一般，社会信用状况良好，容易获得情感支持，但在资源要求上得到认可的不确定性较强。

4.3.2.3 发包方的自然属性

本研究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企业利用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创新模式进行开放式生产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的方式，因此，关注任务发包方企业的各项属性特征。就企业的自然属性而言，主要涉及企业性质、上市与否、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及所属行业等，该属性旨在反映现阶段采用众包模式进行技术创新的企业的基本特征。

通过问卷调研，得到如表4-4所示的发包方自然属性统计特征。


表4-4 发包方自然属性统计特征（N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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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样本数据的回收结果观察发现，在企业的性质方面，目前采用众包模式进行创新的企业主要集中于民营企业，占比高达52.58%，而国有企业（包括独资、控股、参股）占比仅为35.05%；且73.20%的企业均未上市；中型、小型企业占比较大，总计达84.02%；处于发展阶段且采用众包模式进行创新的企业占比较大，达56.70%；在企业所属的行业方面，发包企业主要集中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23.20%），制造业（17.53%），批发和零售贸易行业（12.89%），而在其他行业的分布状况较为均匀。

由此可见，其一，目前在采用众包模式进行创新的企业中，以民营企业、未上市企业、中小规模企业、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居多。众包模式的出现，为企业提供了突破原有封闭式创新模式的渠道，且成本低廉。一般未上市企业、民营、中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创新会受到资金及人才不足等因素的制约。调查结果显示：众包模式受到了这类企业的广泛关注与青睐，并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技术革新渠道和创新途径。其二，从发包方企业所属的行业呈现出的集中性特质观察，采纳众包创新模式的企业所属的行业呈现一定的集中性。其集中所在的三类行业相较于其他行业而言，具有创新需求大且产品周期短等典型特征，因此，这三类行业采用众包模式解决创新问题的总体接受度较高。

针对我国采取众包创新模式的企业而言，在自然属性方面，其一，由于创新需求较大的行业使用众包模式的占比较大，因此，发包方企业在企业性质、上市与否、企业规模、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所属行业等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其二，由于创新的推进需要足够的资金、人力资源、集体智慧予以支持，而众包创新模式通过聚集大量网民的群体智慧，使其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众包创新模式背后所隐藏的巨大商业潜力不容小觑。其三，由于中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未上市企业及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具有较强的通过快速提升自身综合竞争力实现开拓市场这一战略目标的内在需求，因此，企业创新便成为其发展的必经之路。然而，这些企业又均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资金或人才储备等方面的限制，众包创新模式恰好为其提供了全新的开拓创新方式。综上所述，发包方企业在自然属性方面呈现出了较强的集中趋势。

4.3.2.4 发包方的社会属性

1.社会责任

本研究以发包方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研以发现企业在社会属性维度之一——社会责任方面的状况。邓泽宏在《企业社会属性特点认识的轨迹演变及启示》一文中指出，企业是置身于社会大系统中且与外部环境相联系的主体，不仅要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同时还应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此外，管理大师德鲁克也指出企业应立足于社会之中。由此可见，诸多学者已将企业社会责任理解为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其中利益相关者主要包括员工、顾客、商业伙伴、股东及债权方、管理者等。因此，本研究将从发包方企业对社会责任了解及重视程度和对利益相关者的重视程度两个维度，分别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考量，并通过问卷调研得到如图4-4 所示的分析结论。

就发包方企业对社会责任了解及重视程度而言，本研究分别从企业对自身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了解程度，及向员工传达社会责任理念的频率两方面予以分析探讨。从调研数据不难看出，其一，发包方企业大多了解自己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其重视程度还有待加强（如图4-4（a）所示）；其二，仅有42%的发包企业会经常向员工传达社会责任理念，而大部分企业对这一理念的传递频率仍然不够理想（如图4-4（b）所示）。就发包方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重视程度而言，半数以上的发包企业均以顾客利益为出发点，其占比达到55%，而23%的企业则表示对商业伙伴的利益更为重视，小部分企业对员工、股东及债权方、管理者的利益更为重视（如图4-4（c）所示），足以说明顾客在企业中的受关注程度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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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发包方的企业社会责任状况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外部竞争也愈加激烈，企业能否较好地满足顾客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这进一步促使以往以生产商为主导的产品设计模式开始逐渐向以消费者为主导的模式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用户的重要性日趋增强，半数以上的发包方企业均认为应从顾客利益和实际需求出发，同时肯定了在企业与顾客及潜在消费者之间构建良好沟通机制的重要性，而众包创新模式恰好为企业提供了同时满足上述需求的绝佳渠道。

2.企业创新

众多实例均已明确呈现了众包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而目前我国发包方企业创新处于何种状况和水平仍有待进一步探索。本研究从6个维度调研了我国发包方企业在创新模式、创新瓶颈等方面的基本现状，通过调研结果发现，企业在社会属性表现维度之一——企业创新方面的状况如图4-5所示。

第一，就创新模式层面而言，其一，在企业是否重视创新方面，88%的调研对象表示重视创新（如图4-5（a）所示），说明创新在发包企业中的受关注程度很高。其二，从产品的创新需求频率而言，72%的企业均在12个月甚至更短时间以内会有产品创新的需求（如图4-5（b）所示），这一现象表明发包方企业产品创新需求的周期较短，因此，对创新的需求量较大。

第二，就创新瓶颈层面而言，其一，在企业所面临的创新瓶颈方面，在缺乏人才、技术成果转化困难及创新成果管理困难方面分布较为均匀，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而认为创新手段不健全的企业占比较大，高达38%（如图4-5（c）所示）。其二，在企业创新投入方面，企业在引进人才、增加研发投入、丰富创新手段、与商业伙伴合作、完善相关制度以及不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6方面投入较为均衡，在引进人才方面略高于其他方面，占比为24%（如图4-5（d）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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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发包方的企业创新表现



第三，就众包创新层面而言，其一，在企业研发产品的创新方式方面，内部封闭式创新、与商业伙伴合作、与科研机构合作以及开放式征集大众智慧均有所涉及。而半开放式创新模式，即与商业伙伴合作、与科研机构合作占比共计达65%（如图4-5（e）所示），说明目前发包方企业在创新方式上仍以半开放式创新为主。其二，在是否认为大众智慧对创新具有推动作用方面，占比达89%的绝大多数发包方企业均认为利用大众智慧可以推动企业创新（如图4-5（f）所示）。

综上所述，本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发包方企业对创新普遍较为重视，其创新需求较为旺盛，且认为大众群体智慧可以推动企业创新。其一，众包作为企业进行开放式创新的新型商业模式，聚集的集体智慧可以弥补企业在人才储备、创新手段等方面的不足与局限。发包方企业在创新投入方面较为均衡，但在人才引进方面略比其他方面更受重视，基于网民社区的众包模式，有数百万来自不同背景且从事不同行业的接包方，其与众不同的思维模式及其在群体集思广益过程中所碰撞出的创新活力是不容小觑的。因此，众包平台为发包方企业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基础，在创新投入方面以引进人才为重点的发包方企业对此应更为关注。其二，虽然目前发包方企业以半开放式创新为主，而众包模式属于开放式创新，在理性消费力量日益占据主流的时代，产品多样化、差异化日趋重要，因此，基于众包的开放式创新模式必将逐渐引起更多企业的关注与采纳。


4.4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选取国内两家最具代表的网络众包平台猪八戒网及一品威客网，基于问卷调查及统计分析法，分析研究了网络社区众包参与者的主要特征。包括：其一，接包方的自然属性，如年龄、性别、教育背景、收入等因素，以及接包方的社会属性，如信息流动、施加影响、社会信用、强化身份和认同感等；其二，发包方企业的自然属性，如类型、行业、企业规模、企业所处发展阶段等因素，以及发包方的社会属性，如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创新等。通过全面刻画众包接包方及发包方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全面回答了“企业网络众包创新活动的参与者与传统创新活动参与者有何不同？”这一研究问题。


第5章 网络众包创新模式参与者的参与度研究

5.1 引言

众包作为企业开放式创新的一种商业模式，核心是企业利用外部资源来完成内部的工作任务。一方面，企业内部资源有限，将无限的外部资源即大众智慧嵌入到自身网络中，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大众智慧，已使组织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同时，众包为企业与消费者提供了沟通的平台，尤其企业可以更加准确地获取用户的真实需求，而这些需求信息对企业改进产品、服务及增强核心竞争力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对于大众群体而言，企业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工作模式，可以在虚拟、远程化的办公环境中工作，不仅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得到额外收入，而且还能获得了一定的心理满足感与社区归属感。而就众包项目的类型而言，其覆盖范围也非常广泛，Wiggins和Crowston（2011）基于任务本质和主要内容将任务划分为五种类型，即行为导向型任务、公益保护型任务、调查研究型任务、虚拟工程型任务以及教育型任务；Bonney（2009）基于参与者参与程度的由浅入深，将众包任务划分为贡献型任务、合作型任务及联合创新型任务三种类型，这些任务几乎覆盖到了包括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天文学、教育学、管理学等在内的所有领域。因此，众包模式无论是对于企业还是对于大众群体而言，都是有益的，众包模式日趋受到更广泛的关注与重视，其发展前景也必将更为广阔。

尽管众包创新模式对企业与大众群体产生了共赢效果，然而，影响其参与众包的关键影响因素却鲜有学者做出相关研究。众多学者关注大众、企业参与动机层面的研究，即接包方接受众包任务主要出于心理需求、激励机制、新知习得性与社交愿景等方面，发包方发包动因主要是利用大众智慧、降低生产成本、利用技术进步和专门知识、激励生产者参与、提高适应个性化需求的灵活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产品质量、利用大众传播等方面。实际上，影响企业及大众参与众包的因素有很多，然而仅仅停留在动机层面，并不能深入了解参与者参与众包的关键因素。因此，本章从剖析影响参与者参与众包的关键因素入手，基于信息系统行为领域、用户接受采纳信息系统影响因素的经典理论模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分析众包参与度的关键影响因素。


5.2 UTAUT模型概述

5.2.1 理论基础

Venkatesh和Morris（2003）等整合了当时经典的八个用户接受模型，即理性行为理论（TRA）、技术接受模型（TAM）、动机模型（MM）、计划行为理论（TPB）、TPB和TAM的结合（C\|TAM\|TPB）、PC利用模型（MPCU）、创新扩散理论（IDT）及社会认知理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技术采纳与整合理论模型（UTAUT）。以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和配合情况作为用户接受和使用行为中起到直接决定作用的因素，而性别、年龄、经验及使用意愿则作为调节变量。UTAUT模型得到了众多研究学者的青睐，其吸纳了八个常用模型的精髓，奠定了丰厚的信息技术采纳研究的理论基础，模型如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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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UTAUT模型



UTAUT模型指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对行为意图存在正向影响作用，行为意图及配合情况对使用行为存在正向影响作用。性别、年龄、经验及使用意愿存在调节作用。其中，绩效期望指个人感觉使用系统对工作有所帮助的程度，努力期望指个人使用系统所需付出的努力程度，社群影响指个人受周围群体的影响程度，配合情况指个人感受到组织在相关技术、设备方面对系统使用的支持程度。该模型四个核心维度的解释及测量来源如表5-1所示。


表5-1 UTAUT模型四个核心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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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基于网络社区众包创新模式的UTAUT模型

由于基于网络社区众包创新模式的参与主体涉及接包方，也涉及发包方，因此，本研究利用UTAUT模型分别研究影响接包方及发包方参与众包的关键影响因素。本研究旨在解决企业利用众包模式推进创新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因此，发包方的研究对象聚焦于企业。由于企业不涉及性别、年龄、经验及使用意愿等调节变量对其众包采纳决策的影响，因此，本研究将影响主体参与众包任务的关键因素锁定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及配合情况四个决定性作用因素层面，忽略调节变量，据此得到修正后的UTAUT模型，如图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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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UTAUT修正模型

5.2.2.1 接包方UTAUT模型假设及量表设计

接包方作为众包平台的重要参与者，其参与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众包平台的发展及众包任务的解决质量。因此，探究影响接包方参与众包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助于设计合理、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发参与者的高参与度及贡献度。目前，研究学者们主要从动机角度分析接包方参与众包创新，主要体现在心理需求、激励机制、新知习得性与社交愿景四个层面。本研究采用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用户接受度的成熟理论模型，即UTAUT模型，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及配合情况四个方面出发，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影响接包方参与众包的关键因素。

1.绩效期望对参与众包行为意图的影响

绩效期望旨在解释个人预期通过参与众包活动，继而有助于获得相关收益的程度。Venkatesh和Morris（2003）认为绩效期望主要体现在感知有用性、外在激励、工作适合性、相对优势及结果预期五个方面（如表5-1所示）。刘勇（2010）等的研究均表明大众参与众包主要是出于个人兴趣爱好以获得一定的心理满足感。Organisciak（2010）等通过案例研究，指出公众参与众包主要旨在获取额外收益。Brabham（2008，2010）对众包网站的参与成员进行调查后发现，学习新知识和技能是其参与众包任务的首要原因。此外，包括促进合作、结交朋友和接触社会等与社交需求相关的因素也会影响众包参与行为。冯小亮和黄敏学（2013）比较全面地分析了大众参与众包动机的构成，认为除了兴趣爱好、获取报酬、学习需求和社交需求之外，获得认可、锻炼能力、寻求职业发展机会和有效利用业余时间等也是大众参与众包意愿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本研究认为众包主体参与众包主要是为了满足某些需求、获得某些利益。换言之，接包主体预期参与众包所能获得的收益越大，其参与众包的意愿则越强烈。因此，结合绩效期望的五个方面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Ha1）：接包主体的绩效期望与参与众包的行为意图正相关，即接包方参与众包所获得的绩效期望越大，参与众包的意图越强烈。


具体问题测量项及理论依据如表5-2所示。


表5-2 接包方参与众包影响因素绩效期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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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努力期望对参与众包行为意图的影响

努力期望旨在解释接包主体预期参与众包活动的难易程度，主要体现在接包方参与众包过程所需耗费的时间、精力及具备的知识储备等方面，即参与众包任务所需付出的努力程度。Venkatesh和Morris（2003）认为努力期望主要体现在感知易用性、复杂性及易用性三个方面。Schader等（2012）利用任务中国平台展开实证研究，其结论表明收益成本比对参与者满意度存在显著影响，继而影响其参与行为。换言之，说明参与主体付出的努力程度将影响其参与众包创新的意愿及行为。因此，如果接包主体认为众包平台难以使用，参与任务的流程不易掌握，需要付出的努力多于可获得的收益，那么该主体将会放弃参与；反之，如果接包主体认为参与众包的进入门槛较低，所需付出的努力较少，那么其参与意愿会得到显著增强，并有助于增强其参与行为的活跃度。因此，结合努力期望的三个方面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二（Ha2）：接包主体的努力期望与参与众包的行为意图正相关，即接包主体预期参与众包所付出的努力程度越低，其参与众包的意图越强烈。


具体问题测量项及理论依据如表5-3所示。


表5-3 接包方参与众包影响因素努力期望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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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群影响对参与众包行为意图的影响

社群影响旨在解释接包主体周围的人群认为其应该使用众包平台及支持其参与众包活动的程度，即接包主体参与众包的行为受到其周围人影响的程度。Venkatesh和Morris（2003）认为社群影响体现在主观规范、社会因素及公众形象三个方面。当个人身处社会群体中时，基于对社交愿景的需求，其观念和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其周围群体的影响（Ferrary and Granovetter，2009；Luo et al.，2015），因此，社群作为众包机制背后的基本组织力量对接包主体参与众包的意愿及行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Bogers，2010，2012），当对接包主体有重要影响的人群认为其应该参与众包活动，或其发现周围的人群正在参加众包任务时，该主体将更愿意参与众包，以维系人际关系或扩展人脉。与此同时，如果周围的人都认为参与众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既能完善个人形象，也能提升其社会地位，则受此观念影响，为了获得他人的认可与赞誉，潜在接包主体也会更愿意参与众包活动（Britton et al.，2013；Gupta and Sharma，2013）。Brabham（2010）的研究也明确指出了包括促进合作、打发无聊时间、认识新朋友和接触新社会等与社交愿景相关的众包参与动因。仲秋雁、王彦杰和裘江南（2011）采用信息系统持续使用模型（post-acceptance model of IS continuance）模型，经实证分析后发现，中国网民更倾向于关注参与社区的乐趣。因此，结合社群影响的三个方面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三（Ha3）：接包主体社群影响与众包参与意图正相关，即接包主体所受的社群影响力越强，其众包参与意愿也越强烈。


具体问题测量项及理论依据如表5-4所示。


表5-4 接包方参与众包影响因素社群影响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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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合情况对参与众包行为的影响

配合情况旨在解释接包主体认为其所使用的众包平台在功能组织及技术设施上对主体参与行为的支持程度。Venkatesh（2003）认为配合情况主要体现在感知行为控制、技术支持、兼容性三个方面。兼容性是指接包方现有价值观、需求等方面的认识与以往经验保持一致的程度，针对本研究问题，其适用性不强，技术支持及感知行为控制则具体体现在使用软硬件环境、资源供给及网站体验效果等方面。在技术支持方面，马卫（2008）认为互联网技术是连接供需双方，使消费者能更好地与企业交流，并更加快捷方便地获取所需信息的重要途径。在感知行为控制方面，史新和邹一秀（2009）指出众包平台信息服务能力很重要，应为各众包参与主体提供畅通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如果众包平台无法为接包主体间提供有效沟通渠道，则会阻碍他与其他众包主体交流任务解决经验及寻求帮助的过程，继而对其众包参与行为产生消极影响；反之，则能产生积极影响。换言之，大众在参与众包过程中，遇到问题或困难时得到解决方案的及时性与有效性，将影响其众包参与行为的积极程度（Afuah and Tucci，2013）。与此同时，对众包任务的结构、分解任务之间的关联性、任务目标的描述都将影响参与主体的参与行为（Nakatsu et al.，2014），而这些与任务相关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众包平台能否为参与主体提供更好的任务答疑解惑功能或任务发包者与接包者的沟通机制，一旦接包主体感觉无力厘清任务相关信息，且信息沟通成本过高时，便很可能直接放弃参与意愿（Khasraghi and Aghaie，2014）。因此，结合配合情况的三个方面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四（Ha4）：接包主体配合情况与参与众包的行为意图正相关，即配合情况给接包主体带来的便利程度越强，则其参与众包活动的频次越高。


具体问题测量项及理论依据如表5-5所示。


表5-5 接包方参与众包影响因素配合情况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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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意图（行为意图）对参与众包行为的影响

使用意图旨在解释接包主体参与众包创新的主观意愿，而使用行为是其参与众包活动所产生的一系列实际活动，包括浏览任务与参与众包任务等行为（Venkatesh and Morris，2003）。Davis（1989）指出使用意图与使用行为高度正相关，即参与意图越强，其参与行动则越频繁。理性行为理论认为个人行为是由其行为意图要素驱动（Fishbein，1994），Bloodgood（2013）建议基于意愿、动机和能力的AMCP（awareness, motivation, and capability perspective，AMCP）模型研究众包使用行为，此后，有人通过实验研究发现理性的使用意图对众包行为存在显著影响（Burger et al., 2014）。因此，结合与使用意图及使用行为变量相关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五（Ha5）：接包主体的使用意图与参与众包的使用行为正相关，即接包主体的众包使用意图越强烈，其参与众包的行为越频繁。


具体问题测量项及理论依据如表5-6所示。


表5-6 接包方使用意图、使用行为维度测量项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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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2 发包方UTAUT模型假设及量表设计

发包方作为众包平台的重要参与者，其参与度对众包平台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探究影响发包方参与众包的关键影响因素，有助于众包平台设计出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发发包方更高的平台参与活跃度。而目前针对企业采用众包模式的研究，仍停留在以下动因层面：利用大众智慧、降低生产成本、利用技术进步和专门知识、激励生产者参与、提高适应个性化需求灵活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产品质量、利用大众传播，并未充分涉及关键影响因素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利用信息系统领域研究用户接受度的成熟理论模型，即UTAUT模型，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以及配合情况四个方面切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影响发包方参与众包的关键因素。企业采用基于网络众包的创新模式解决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是企业信息化的集中体现，因此，本研究结合Venkatesh和Morris（2003）的UTAUT模型理论基础（如表5-1所示）及企业信息化动因，讨论如下问题并提出假设。

1.绩效期望对使用众包模式意图的影响

绩效期望是指发包方利用众包模式给自身提供帮助的程度，主要体现在感知有用性、外在激励、工作适合性、相对优势以及结果预期五个方面（如表5-1所示）。Von Hippel（2011）利用案例分析法，从企业视角得出众包的驱动因素主要包括降低生产成本、灵活使用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以及利用大众媒体传播提高声誉等。信息化可为企业削减成本，继而提高创新能力。Winsor和John（2009）指出，依托互联网，众包借助组织以外的力量即业余爱好者来解决企业在生产、设计和研发中面临的问题，将全面加速创新创意的产生。谢园（2010）也指出众包模式在缩小与消费者距离的同时，提高了用户的忠诚度。张利斌、钟复平和涂慧（2012）利用文献研究指出，发包企业可通过众包充分利用集体智慧，节约生产成本。Brita和Andrea（2016）指出企业更倾向于通过采纳具有潜在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而众包模式恰好有助于企业从更广范围内以较低成本满足企业这一期望。从以上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看出：众包模式对发包方企业在推进创新、削减成本、提高声誉以及发现企业内部问题等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因此，结合绩效期望的五个方面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六（Hb1）：发包方绩效期望与参与众包的行为意图正相关，即发包方从众包平台上获得的帮助程度越大，参与众包的意图越强烈。


具体问题测量项及理论依据如表5-7所示。


表5-7 发包方绩效期望维度测量项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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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努力期望对使用众包模式意图的影响

努力期望旨在描述发包方认为众包平台是否易用的程度，主要体现在感知易用性、复杂性及易用性三个方面（如表5-1所示），主要体现了发包方企业在公司内部推广使用众包模式所需的时间精力以及众包业务流程是否简洁高效，即参与众包任务所需付出的努力程度。企业内部使用众包平台所需的时间精力主要体现在人才储备以及员工信息意识层面。欧阳锋和李运河（2005）指出企业内部因素即信息技术投入程度会影响企业信息化推进程度。卞爱琴（2004）认为缺乏对信息化的正确认识是造成中小企业信息化进展迟缓的原因。周建梅（2005）通过对中小企业信息化调研后指出：人才缺乏等是阻碍信息化推进的影响因素。因此，结合努力期望的三个方面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七（Hb2）：发包方努力期望与参与众包的行为意图正相关，即发包方参与众包平台所需付出的努力程度越低，其参与众包的意图越强烈。


具体问题测量项及理论依据如表5-8所示。


表5-8 发包方努力期望维度测量项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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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群影响对使用众包模式意图的影响

社群影响是指发包方周围的人群认为其应该使用众包平台的程度，体现在主观规范、社会因素以及公众形象三个方面，即发包方参与众包的行为会受到其周围人的影响。卫春增、卢凤君和苏文凤（2004）划分企业信息化动力来源，提出领导驱动模式，说明在企业信息化进程中，领导驱动至关重要；张利斌、钟复平和涂慧（2012）认为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是推动企业实施众包创新模式的客观条件；李学军（2007）指出竞争对手的信息化行为会对企业信息化产生推动作用，因此企业信息化程度会受到行业中其他公司的影响；周建梅（2005）指出企业内部员工信息意识的强弱也会影响企业信息化的进程。根据上述学者的研究观点，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八（Hb3）：发包方社群影响与参与众包的行为意图正相关，即发包方受到周围人的影响越大，其参与众包的意图越强烈。


具体问题测量项及理论依据如表5-9所示。


表5-9 发包方社群影响维度测量项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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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配合情况对使用众包模式行为的影响

配合情况是指发包方认为其使用众包平台组织及技术设施上的支持程度，主要体现在感知行为控制、配合情况、兼容性三个方面（如表5-1所示），具体体现在使用硬件环境、软件环境、组织政策等方面。龙啸（2007）指出作为消除时空隔阂、降低参与者参与成本及参与门槛的互联网技术，是众包创新模式产生的根源；马卫（2008）认为互联网技术是连接供需双方，使消费者能更好地与企业交流，并更加快捷方便地获取所需信息的重要途径，说明互联网技术是影响发包方企业利用众包平台的重要因素。Le等（2010）提出解决众包中接包方的欺诈问题，因此众包平台的安全性也会影响发包企业采纳众包模式的意愿；Frederic、Agnes和John（2011）提出组织愿景对信息化创新具有推动作用，其中组织愿景包含组织政策、技术环境、社会活动等因素。从以上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可见，技术资源、平台安全性、组织政策、资金成本均是影响发包方企业利用众包平台推广创新的关键因素。因此，根据以上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九（Hb4）：发包方配合情况与参与众包的行为正相关，即发包方利用众包创新平台所具备的便利条件越多，其参与众包的行为越频繁强烈。


具体问题测量项及理论依据如表5-10所示。


表5-10 发包方配合情况维度测量项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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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使用意图对使用众包模式行为的影响

使用意图是发包方参与众包创新的主观愿望，而使用行为是其参与众包产生的一系列活动，包括发布任务、对企业创新具有推动作用等行为。Davis（1989）指出使用意图对使用行为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参与意图越强，其参与频率越高。因此，根据以上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十（Hb5）：发包方使用意图与参与众包的使用行为正相关，即发包方使用意图越强烈，其参与众包的行为越频繁。


具体问题测量项及理论依据如表5-11所示。


表5-11 发包方使用意图、使用行为维量测量项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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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接包方和发包方参与度影响因素分析

5.3.1 研究方法

5.3.1.1 问卷设计

问卷调研分为两个阶段，即预调研与正式调研。在预调研阶段，主要以纸质问卷的形式，随机发放给36名用户进行问卷调查，根据预调研所得数据和用户反馈，对问卷题目的数量及问题提问方式进行调整。问卷量表采用了Likert 7级评分形式，例如：对接包方配合情况的测量如表5-12所示。其余问卷量表基本类似，因此，不再赘述。


表5-12 接包方配合情况的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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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2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正式调研阶段，主要采取网络调查法，在问卷调查平台“问卷星”发布问卷，然后在威客平台猪八戒网站、一品威客网站以现金悬赏的方式邀请接包方、发包方填写问卷。在众包网站上以发布任务的形式完成问卷调查，以确保调研对象的准确性及随机性。此外，为了保证问卷的有效性，设置每个威客账户只能填答1次问卷，即每个人限填1份接包方或发包方问卷。调研周期为期1周，回收结果如表5-13所示。接包方问卷共回收227份，有效问卷210份；发包方问卷共回收216份，有效问卷194份。


表5-13 问卷回收及有效问卷状况 （单位：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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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研究步骤

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进行分析，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是基于变量的协方差矩阵分析变量间关系的统计方法，因此又称为协方差结构模型。本研究利用SEM进行分析的主要研究步骤如下：

步骤一：探索性因子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是基于提出的理论模型，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探究因子之间的结构关系，并进行Kaiser\|Meyer\|Olkin值检验（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当Kaiser\|Meyer\|Olkin值大于0.6时，说明该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将利用SPSS软件的主成分分析完成该工作。

步骤二：信度检验。信度反映了测量结果的一致性与稳定性程度。其中，一致性反映测量题目是否测度了相同内容；稳定性反映了对同一群受试者进行不同时间上的重复测量结果间的可靠系数。鉴于本研究并未进行问卷的重复发放，因此，采用内部一致性指标测量数据的信度，即克龙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s Alpha）值大于0.7，则表明通过信度检验。本研究将利用SPSS软件的可靠性分析完成信度检验工作。

步骤三：效度检验。本研究先后检验了区别效度、收敛效度及结构效度。其一，区别效度是指构面所代表的潜在特质与其他构面所代表的潜在特质间低度相关或显著性差异。利用AMOS软件进行区别效度的检验，其方法如下：利用单群组生成两个模型，分别为未限制模型（潜在构面间不限制共变关系）和限制模型（潜在构面间的共变关系参数为1），对两模型进行卡方值差异比较。若卡方值差异大，且达到显著性水平（P<0.05），则表示两个模型存在显著区别；未限制模型的卡方值愈小，则表示潜在构面间的相关性愈低，说明区别效度越大。其二，收敛效度是指测量相同潜在特质的题项或测验会落在同一个因素构面上，且题项或测验间所得的测量值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利用AMOS软件进行收敛效度的检验，其方法如下：检验各潜在构面测量模型的适配度。其三，结构效度是指如果问卷调查结果能够测量其理论特征，使调查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则认为数据具有结构效度。结构效度的验证方法如下：首先，构建理论模型；然后，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模型拟合情况对量表的结构效度进行测度。由此可见，数据的效度检验就转化为了结构方程模型评价中的模型拟合指数评价。本研究将使用AMOS软件完成结构效度分析工作。

步骤四：模型分析。模型分析是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主体部分，具体实现可分为初始模型构建、模型修正及模型解释三部分工作。第一，初始模型构建工作旨在依据理论模型将其转换为AMOS可描述的初始模型，以便进行后续的模型分析工作。第二，模型修正是在构建的初始模型与数据拟合较差的情况下进行的修正性工作，以使数据和模型适配。这里，可根据CR值及模型拟合指数来判定数据与模型是否适配，如适配度不理想，可采用修正指数进行模型修正。其中，CR值是一个Z统计量，使用参数估计值与其标准差之比，即用来考察模型结果中估计出的参数是否具有统计意义，对路径系数或载荷系数
[1]

 进行统计显著性检验，具体方法为：观测P值是否大于0.05；若大于0.05，则说明路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应删除该路径。模型拟合指数则旨在考察理论结构模型与数据的拟合程度，AMOS提供多种模型拟合指数，本研究将采用常用拟合指数，即χ2

 （自由度）、GFI、NFI、IFI、CFI、RMSEA、AIC等，如表5-14所示。修正指数用于模型扩展，是指对于模型中某个受限制的参数，若容许自由估计（譬如在模型中添加某条路径），整个模型改良时将会减少的最小卡方值。第三，模型解释旨在揭示潜变量间的结构关系，这些关系通过路径系数予以体现，AMOS软件提供了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及总效应结果的分析工具。直接效应旨在反映原因变量到结果变量的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旨在反映原因变量通过影响一个或多个中介变量，继而对结果变量产生的间接影响；总效应旨在反映原因变量到结果变量的总影响，即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之和，本研究模型解释部分将使用总效应。


表5-14 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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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数据分析

5.3.3.1 接包方参与度分析

1.探索性因子分析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如表5-15所示。根据统计学家凯泽（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5，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接受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零假设，因此认为发包方参与度数据适合用于进行因子分析。


表5-15 接包方参与度数据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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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使用SPSS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各测量项的主成分，结果如表5-16及表5-17所示。


表5-16 接包方参与度数据解释总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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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7 简化后的接包方参与度数据解释总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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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解释总方差，接包方参与度数据共计24个测量项，共提取了5个主要成分，累计解释68.966%，而具体各成分结果如表5-18及表5-19旋转成分矩阵所示。


表5-18 接包方参与度数据旋转成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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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9 简化后的接包方参与度数据旋转成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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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旋转成分矩阵得到的初始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可知，其一，绩效期望维度（即PE1~PE7）中的PE1、PE2、PE5~PE7聚合于同一成分4，而PE3、PE4聚合于成分5。根据PE1~PE7设置的具体问题测量项含义可知：PE3、PE4是根据工作适配度设置的测量项，因此将绩效期望拆分为两个维度，即绩效期望（PE1、PE2、PE5~PE7）与工作适配度（PE3、PE4）。其二，努力期望维度（EE1~EE4）与FC1、FC2共同聚合于同一成分1，努力期望维度指付出的努力程度越低越能促进和增强其平台参与度。FC1（具备足够的条件和资源解决众包任务（硬件环境））、FC2（平台的反馈渠道会影响我参与众包创新任务）均是使用众包平台所具备的便利条件。越便利，付出的努力程度越低，因此，可将FC1、FC2合并归属至努力期望维度。其三，社群影响维度（SI1~SI5）因子分析结果与理论设定一致。其四，IN2、IN3、BH1、BH2聚合于同一成分2，其中，IN表示使用意图，BH表示使用行为，考虑到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意图与使用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可将两者合并为使用行为维度，并用UI表示。其五，由于FC3和IN1在题项设计时定义域过宽，区别性不强，因此将其予以剔除。

根据以上调整，重新做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得到如表5-20所示的结果。


表5-20 接包方参与度调整数据旋转成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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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调整后的最终结果观察，因子结构符合调整预期，即PE1、PE2、PE5~PE7聚合于同一成分，PE3、PE4聚合于同一成分，EE1~EE4、FC1、FC2聚合于同一成分，SI1~SI5聚合于同一成分，IN2、IN3、BH1、BH2聚合于同一成分，因此，调整后的新测量量表如表5-21所示。


表5-21 接包方参与度数据新测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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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度检验

接包方参与度数据信度检验结果如表5-22所示。从检验结果观测，整体量表、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及社群影响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7，说明针对接包方调查回收的数据具有较高信度，问卷可靠性高，且各量表反映了相同特质。然而，工作适配度维度并未通过信度检验，究其现实原因在于：在众包模式中，平台通过集合各专业领域的群体智慧来解决问题，并未要求专业人士只能解决对应专业领域问题，换言之，未对问题专业适应性做出要求。例如：在创新中心InnoCentive平台上，一位物理学家可跨界解决化学领域的问题。鉴于此，本研究将工作适配度量表予以剔除。


表5-22 接包方参与度数据信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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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验证性因子分析

（1）区别效度检验。

就区别效度检验而言，本研究将对“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构面、“绩效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努力期望—社群影响”构面的区别效度分别予以了检验。

1）“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构面区别效度。

“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构面区别效度的假设模型如图5-3所示，两个潜在构面间的共变参数标签名称为C。未限制模型不界定任何参数限制条件，限制模型中界定参数限制条件“C=1”，表示限制两个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为1。模型模拟运算，并给予修正参数修正后，均可收敛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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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构面区别效度的假设模型

“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构面区别效度的未限制模型如图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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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构面区别效度的未限制模型

“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构面区别效度的限制模型如图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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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构面区别效度的限制模型

针对“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构面的区别效度检验发现，其未限制模型自由度为178.094，卡方值为43（P=0.000<0.05），限制模型自由度为185.393，卡方值为44（P=0.000<0.05）。嵌套模型比较，如表5-23所示，卡方差异值为6.757，卡方差异值显著性检验P=0.009 7<0.05，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未限制模型与限制模型存在显著不同，且未限制模型的卡方值比限制模型的卡方值小，表示“绩效期望—努力期望”构面的区别效度佳。


表5-23 未限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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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绩效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

“绩效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假设模型如图5-6所示，两个潜在构面间的共变参数标签名称为C。未限制模型不界定任何参数限制条件，限制模型中界定参数限制条件“C=1”，表示限制两个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为1。模型模拟运算，并给予修正参数修正后，均可收敛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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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绩效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假设模型



“绩效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未限制模型如图5-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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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绩效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未限制模型

“绩效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限制模型如图5-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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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绩效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限制模型

针对“绩效期望—社群影响”构面的区别效度检验发现，其未限制模型自由度为73.696，卡方值为34（P=0.000<0.05），限制模型自由度为111.242，卡方值为35（P=0.000<0.05）。嵌套模型比较，如表5-24所示，卡方差异值为37.546，卡方差异值显著性检验P=0.000<0.05，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未限制模型与限制模型存在显著不同，且未限制模型的卡方值比限制模型的卡方值小，表示“绩效期望—社群影响”构面的区别效度佳。


表5-24 未限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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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努力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

“努力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假设模型如图5-9所示，两个潜在构面间的共变参数标签名称为C。未限制模型不界定任何参数限制条件，限制模型中界定参数限制条件“C=1”，表示限制两个潜在变量间相关系数为1。模型模拟运算，并给予修正参数修正后，均可收敛识别。

[image: ]


图5-9 “努力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假设模型

“努力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未限制模型如图5-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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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0 “努力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未限制模型

“努力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限制模型如图5-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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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1 “努力期望—社群影响”构面区别效度的限制模型

针对“努力期望—社群影响”构面的区别效度检验发现，其未限制模型自由度为212.696，卡方值为43（P=0.000<0.05），限制模型自由度为229.062，卡方值为44（P=0.000<0.05）。嵌套模型比较，如表5-25所示，卡方差异值为16.366，卡方差异值显著性检验P=0.000<0.05，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示未限制模型与限制模型存在显著不同，且未限制模型的卡方值比限制模型的卡方值小，表示“努力期望—社群影响”构面的区别效度佳。


表5-25 未限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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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敛效度检验。

就收敛效度检验而言，本研究对“绩效期望”、“努力期望”及“社群影响”构面的收敛效度分别予以了检验。

1）“绩效期望”构面的收敛效度。

针对“绩效期望”构面的收敛效度，构建绩效期望初始模型，如图5-12所示，经拟合数据运算后得到标准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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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绩效期望初始模型

绩效期望初始模型拟合指数结果如表5-26所示。


表5-26 绩效期望初始模型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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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6的数据显示，在绩效期望初始模型中，假定所有误差项间相互独立，5个测量指标误差项间均不存在相关性，模型检验结果显示：5个测量指标λ值的建构信度（construct reliability, C.R.值）均大于1.96，表示这些测量指标参数均达到0.05的显著水平，整体模型的自由度为5，卡方自由度的比值为2.498<3，AGFI值为0.941>0.9，GFI值为0.980>0.9，RMSEA值为0.078<0.08，所有指标都显示达到模型适配标准。因此，误差项间的相互独立的测量模型得到支持，同时说明绩效期望构面与数据契合，收敛效度佳。

2）“努力期望”构面的收敛效度。

针对“努力期望”构面的收敛效度，构建努力期望初始模型，如图5-13所示，经拟合数据运算后得到标准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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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3 努力期望初始模型

努力期望初始模型拟合指数结果如表5-27所示。


表5-27 努力期望初始模型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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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7的数据显示，在努力期望测量模型的初始模型中，假定所有误差项间相互独立，6个测量指标误差项间均不存在相关性，模型检验结果显示：6个测量指标λ值的C.R.值均大于1.96，表示6个测量指标参数均达到0.05的显著水平，整体模型的自由度为6，卡方自由度比值为12.395>3，AGFI值为0.709<0.9，GFI值为0.875<0.9，RMSEA值为0.215>0.08，标准值模型及部分指标模型拟合指数结果未达到模型适配标准。因此，误差项间相互独立的测量模型无法得到支持，继而根据修正指数进行模型修订，e10、e11间的修正指数（modification index, M.I.值）较大，添加e10、e11之间的共变关系后进行模型修正，如图5-1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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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努力期望修正模型

努力期望修正模型拟合指数结果如表5-28所示。根据修正指数进行修正，结果显示没有修正指标值大于4。假定所有误差项间相互独立，6个测量指标误差项间均没有相关，模型检验结果显示：6个测量指标λ值的C.R.值均大于1.96，表示6个测量指标参数均达到0.05的显著水平，整体模型的自由度为5，卡方自由度的比值为1.396<3，AGFI值为0.963>0.9，GFI值为0.989>0.9，RMSEA值为0.04<0.08，所有指标都显示达到模型适配标准。即说明努力期望构面与数据契合，收敛效度佳。


表5-28 努力期望修正模型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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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群影响”构面的收敛效度。

针对“社群影响”构面的收敛效度，构建社群影响初始模型，如图5-15所示，经拟合数据运算后得到标准值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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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5 社群影响初始模型

社群影响初始模型拟合指数结果如表5-29所示。


表5-29 社群影响初始模型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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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9的数据显示，在社群影响测量模型的初始模型中，假定所有误差项间相互独立，5个测量指标误差项间均不存在相关性，模型检验结果显示：5个测量指标λ值的C.R.值均大于1.96，表示5个测量指标参数均达到0.05的显著水平，整体模型的自由度为5，卡方自由度比值为3.946>3，AGFI值为0.915>0.9，GFI值为0.972>0.9，RMSEA值为0.109>0.08，标准值模型及部分指标模型拟合指数结果未达到模型适配标准。因此，误差项间相互独立的测量模型无法得到支持，继而根据修正指数进行模型修订，e14、e16间的M.I.值较大，添加e14、e16之间的共变关系后进行模型修正，如图5-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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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6 社群影响修正模型

社群影响修正模型拟合指数结果如表5-30所示。根据修正指数进行修正，结果显示没有修正指标值大于4。假定所有误差项间相互独立，5个测量指标误差项间均没有相关，模型检验结果显示：5个测量指标λ值的C.R.值均大于1.96，表示5个测量指标参数均达到0.05的显著水平，整体模型的自由度为4，卡方自由度比值为2.171<3，AGFI值为0.949>0.9，GFI值为0.986>0.9，RMSEA值为0.069<0.08，所有指标显示达到模型适配标准。即说明社群影响构面与数据契合，收敛效度佳。


表5-30 社群影响修正模型拟合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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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模型分析

（1）初始模型。

根据上述分析构建初始结构模型，即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三个潜变量对使用行为的影响，同时增加了这三个潜变量间的共变关系，如图5-17所示。

本研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进行模型运算，由于模型自动运行结果为非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因此，在属性分析（analysis properties）的输出（output）项中选择标准化估计（standardized estimates）项，则可输出测量模型的因子载荷标准化系数。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系数路径估计结果，如表5-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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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7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




表5-31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系数路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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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P值在0.10、0.05、0.01的范围，以下同。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方差估计结果，如表5-32所示。


表5-32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方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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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5-31的系数路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C.R.值均大于1.6，且P值均小于0.10，即所有因子载荷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根据表5-32的方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P值均小于0.05，通过显著性检验。综上所述，从系数路径、方差估计结果观察，数据与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具有一定的拟合度。

（2）模型修正。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试图通过统计运算方法（如最大似然估计等）求出那些使样本方差协方差矩阵S
 与理论方差协方差矩阵Σ的差异最小的模型参数。换言之，如果理论模型结构相较于收集到的数据而言是合理的，那么样本方差协方差矩阵S
 与理论方差协方差矩阵Σ差别不大，即残差矩阵（Σ-S
 ）各个元素接近于0，则可认为模型拟合了数据。可以从模型复杂性、样本大小、相对性与绝对性等方面对理论模型进行度量。AMOS提供了多种模型拟合指数供使用者选择。如果模型拟合不佳，则需要根据相关领域知识和模型修正指标进行模型调整及修正。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常用拟合指数计算结果如表5-33所示。


表5-33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常用拟合指数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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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5-33中数据可发现，初始模型拟合指数的结果均没有达到标准，即目前模型与实际数据并不拟合，因此需要根据修正指数进行模型调整。本研究根据表5-14所示的拟合指数评价标准，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根据修正指数，即残差项间M.I.值大的，增加两者之间的共变关系后，得到最终的修正模型如图5-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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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常用拟合指数计算结果如表5-34所示。


表5-34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常用拟合指数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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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5-14拟合指数的评价标准，可判断修正模型的拟合指数结果均已达到标准，即目前的模型与实际数据相契合，模型具备一定的拟合优度，即说明修正模型的结构效度佳。该修正模型的系数路径估计如表5-35所示。


表5-35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系数路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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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方差估计如表5-36所示。


表5-36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方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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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评价。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基本适配度检验结果、修正模型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修正模型内在质量检验摘要表分别如表5-37、表5-38及表5-39所示。


表5-37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基本适配度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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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8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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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9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内在质量检验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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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5-37显示的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基本适配度指标判断，所有指标均已达到检验标准，说明基本适配指标良好，没有违反模型的辨认规则。根据表5-38显示的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整体模型适配度指标判断，整体模型在绝对适配度、相对适配度以及简约适配度方面均已达到可接受标准，说明理论与实际数据契合，模型的外在质量佳，未违反模型的收敛效度。根据表5-39显示的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内在质量检验摘要判断，在模型的内在质量检验方面，尽管其中一项未达标，即存在修正指标大于4.0，表明测量误差间并非独立相关，但考虑到网络众包机制这一新兴事物本身的现实发展属性及信息系统领域的特殊性（Gefen，Straub，Boudreau，2000），总体来看接包主体参与行为影响因素修正模型的内在质量较理想。

（4）模型解释。

从模型的检验结果观察，理论模型对应的假设Ha1、Ha2、Ha3均得到实际数据的支持，即接包主体的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与社群影响对其众包参与行为存在积极影响，而假设Ha4及Ha5并未成立，即配合情况对接包主体的众包参与行为的影响，以及众包使用意图对使用行为的影响并不显著。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解释如表5-40所示，根据修正模型的总效应结果发现，从社群影响、努力期望、绩效期望三个潜变量对接包主体众包参与行为影响分析观察，绩效期望每提升1个单位，接包主体参与众包的行为增强0.259个单位；努力期望每提升1个单位，接包主体参与众包的行为增强0.350个单位；社群影响每提升1个单位，接包主体参与众包的行为增强0.260个单位。总体而言，对接包方参与众包行为影响因素中，努力期望对接包主体使用行为的影响最为显著，即接包主体参与众包活动过程中，使用众包的进入门槛越低，在掌握使用方法上付出的努力程度越小，其参与度越高；绩效期望与社群影响对接包主体使用行为的影响基本相当。在绩效期望构面上，获得新知识、充实业余时间、获得报酬、得到心理满足感等测量变量对其影响最大。这说明，对于接包主体而言，能够从参与众包行为中获得新知识，且与工作时间并不冲突的情况下充实业余时间、获得报酬及获得心理满足感是影响接包主体参与行为的主要原因。在努力期望构面上，众包平台使用流程并不复杂，且容易操作（及容易获得相关的信息支持），最能增强接包主体的参与活跃度。在社群影响构面上，周围的同事/同学，或者朋友等对接包主体而言具有一定影响的人群，对其参与众包行为的影响最大。


表5-40 接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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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Ha4所对应的配合情况对使用行为意图的积极影响这一假设并未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这主要由以下原因导致：其一，现实众包活动中，许多接包主体期望通过参与众包所获得的收益主要体现在锻炼自身能力、寻求职业发展机会，以及学到新知识或新技能，在这种潜意识的引导下，易将兴趣作为参与并解决众包问题的首要驱动因素，继而无暇顾及众包平台在信息技术及平台建设方面的支持情况，更多关注的则是众包任务的设计机制，如任务的难度、表述的清晰度、任务所涉及的专业知识综合度等。其二，也有许多接包主体在决定并实际参与众包任务时，最为注重的是参与众包后为自身所带来的实际经济收益，而对平台所能提供的反馈渠道及使用体验等辅助性功能的需求并不强烈。其三，就众包网站平台而言，由于其操作流程较为简洁，信息沟通渠道与其他平台类网站基本类似，换言之，其平台建设基本趋于标准化，所以因平台的反馈机制、技术支持、使用体验等因素，对接包参与主体产生的差异化影响程度并不明显。其四，本研究所选取的样本均为实际接包主体，其对众包平台的操作流程等机制均较为了解，对于众包参与频次较高的接包主体样本而言，对整个平台的各项功能堪称熟知，由于这种操作和使用上的适应性，继而引致其对平台的建设情况基本接受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本研究假设中的配合情况基本失效。

另外，Ha5所对应的众包使用意图对使用行为的积极影响这一假设在众包参与行为领域也未得到实际数据的支持。与此同时，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论不难发现，使用意图与使用行为最终被聚合到了一个因子构面，说明使用意图与使用行为是密切相关的两个变量。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一，许多研究者已经通过实验研究、案例分析及调查研究等方法得出众包问题解答者的实际使用行为与使用意图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的结论（侯文华和郑海超2012；张媛, 2011；Battistella and Nonino，2013），因此，使用意图与使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已是公认和不争的事实。其二，基于这一事实，本研究在样本的选取上均以实际众包网络平台上的接包主体为调研对象，这些接包主体不仅熟知众包这一事物，并已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不断参与众包活动和使用众包创新模式，因此，于他们而言，使用行为已与使用意愿难以分割。

5.3.3.2 发包方参与度分析

本研究基于UTAUT提出了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分析的初始模型，数据获取主要来源于猪八戒网及一品威客网的发包方样本。由于本研究中的发包方主要针对企业主体，因此，其中也包括通过企业走访调研获取到的部分数据，但由于企业对众包创新模式的应用程度仍具有一定局限性，引致问卷回收结果并不理想，继而导致测量模型的质量检验结果亦非十分理想，因此，本部分研究拟放宽条件，即模型只要满足结构效度的检验条件即可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予以分析解释（吴明隆，2010）。

1.探索性因子分析

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结果如表5-41所示。根据统计学家凯泽（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5，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拒绝接受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零假设，因此认为发包方参与度数据适合于进行因子分析。


表5-41 发包方参与度数据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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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将继续使用SPSS软件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使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各测量项对应成分，结果如表5-42及表5-43所示。


表5-42 发包方参与度数据解释总方差

[image: ]



表5-43 简化后的发包方参与度数据解释总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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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解释总方差，发包方参与度数据共计25个测量项，共提取了4个主要成分，累计解释66.762%，而具体各成分结果如表5-44旋转成分矩阵所示。


表5-44 发包方参与度数据旋转成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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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旋转成分矩阵得到的初始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可知，绩效期望维度PE1~PE9聚合于成分1，社交影响维度SI1~SI4聚合于成分2，努力期望维度EE1~EE3聚合于成分3，主成分分析结果和理论解释相一致。IN1~IN3、BH1、BH2聚合于同一成分4，其中IN表示使用意图，BH表示使用行为。在现实生活中，使用意图与使用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因此，可将其合并为使用行为维度，并用UI表示。另外，由于IN2所反映的“贵公司会优先考虑采取众包模式推进创新”并没有严格的区别效度，因此考虑将其予以剔除。同理，首先，从数据上观察，“配合情况”对应的问题项FC1~FC4也违反了区别效度。其次，从现实情况出发，一方面，随着企业对创新需求的增加，内部封闭式创新并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开放式创新已成大势所趋，因此，企业在创新政策上均倾向于支持开放式的创新模式；另一方面，由于企业在众包平台发布众包任务的初衷也是利用大众智慧解决企业内部技术难题，诸多实例已佐证了该模式降低了企业的创新研发成本，且发包操作流程简捷高效，也不需要较高的、额外的信息技术硬软件配套投入，因此，投入成本、信息技术硬软件资源等条件并不会成为削弱企业参与众包活动频率即参与度的影响因素。基于数据及实际情况两方面的考虑，剔除“配合情况”对应的问题项FC1~FC4。结合上述分析，重新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得到发包方参与度数据旋转成分矩阵结果，如表5-45及表5-46所示。


表5-45 发包方参与度数据旋转成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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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6 简化后的发包方参与度数据旋转成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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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上述调整后发现，因子结构符合调整预期，即PE1~PE9聚合于同一成分，EE1~EE3聚合于同一成分，SI1~SI4聚合于同一成分，IN1、IN3、BH1、BH2聚合于同一成分将其对应至“使用行为”层面（UI1、UI2、UI3、UI4），因此，调整后的测量量表如表5-47所示。


表5-47 发包方参与度数据新测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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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度检验

发包方参与度数据信度检验结果如表5-48所示。从检验结果观测，整体量表、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7，说明针对发包方调查回收的数据具有较高信度，问卷可靠性高，且各个量表反映了相同的特质。


表5-48 发包方参与度数据信度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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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分析

（1）初始模型。

根据如上对模型的调整利用AMOS软件构建初始模型，如图5-19所示，即发包方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三个潜在变量对使用行为的影响，同时增加了三个潜变量之间的共变关系。

本研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进行模型运算，模型自动运行结果为非标准化的路径系数，在属性分析（analysis properties）的输出（output）项中选择标准化估计（standardized estimates）项后，输出测量模型的因子载荷标准化系数，并得到初始模型的运行结果，如表5-49及表5-5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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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

表5-49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系数路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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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0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方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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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5-49系数路径估计的初步结果可以看出，C.R.值均大于1.6，且P值均小于0.05，即所有因子载荷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5-50方差估计结果中的P值也均小于0.05，通过显著性检验。从系数路径及方差估计的结果观察，说明数据与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具有一定的拟合度。

（2）模型修正。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常用拟合指数计算结果如表5-51所示。


表5-51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初始模型常用拟合指数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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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5-14所示的拟合指数评价标准，初始模型的拟合指数结果中NFI值没有达到检验标准，即目前模型与实际数据并未较好拟合，因此，需要根据修正指数对模型进行修正。根据修正指数，即残差项间M.I.值较大者，增加两者之间的共变关系，据此得到最终的修正模型，如图5-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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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



修正模型的拟合指数结果如表5-52所示。


表5-52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常用拟合指数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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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表5-14所示的拟合指数评价标准，修正模型的拟合指数结果均已达到标准，即目前模型与实际数据相拟合，模型具备一定的拟合优度，说明修正模型的结构效度佳。该修正模型的系数路径估计如表5-53所示。


表5-53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系数路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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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方差估计如表5-54所示。


表5-54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方差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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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模型评价。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基本适配度检验结果、修正模型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结果、修正模型内在质量检验摘要表，如表5-55、表5-56及表5-57所示。


表5-55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基本适配度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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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6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整体模型适配度

[image: ]



表5-57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内在质量检验摘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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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5-55显示的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基本适配度指标判断，发现所有指标均已达到检验标准，说明基本适配指标良好，没有违反模型的辨认规则。根据表5-56显示的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整体模型适配度指标判断，整体模型在绝对适配度、相对适配度以及简约适配度方面均已达到可接受标准，说明理论与实际数据契合，模型的外在质量佳，没有违反模型的收敛效度。根据表5-57显示的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内在质量检验摘要表判断，在模型的内在质量检验方面，尽管其中一项未达到标准，即存在修正指标大于4.0的情况，即表明测量误差间并非独立相关，但考虑到网络众包机制这一新兴事物本身的现实发展属性及信息系统领域的特殊性（Gefen，Straub，Boudreau，2000），总体来看发包方参与度影响因素修正模型的内在质量较理想。

（4）模型解释。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解释如表5-58所示，根据表5-58修正模型的总效应结果，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三个潜变量对参与者使用行为影响方面可以看出，绩效期望每提升1个单位，发包方参与众包的行为增强0.193个单位；努力期望每提升1个单位，发包方参与众包的行为增强0.340个单位；社群影响每提升1个单位，发包方参与众包的行为增强0.411个单位。总体而言，对发包方参与众包行为的影响因素中，社群影响对发包方使用行为的影响最大，即行业内使用众包模式的普及程度及企业内领导及员工对众包模式的支持程度对发包方是否采用众包模式影响较大，若行业内采用众包模式的企业较多且影响较大，组织内领导及员工对众包模式均表现出较大的支持力度，则其参与度越高。努力期望对发包方参与度的影响略弱于社群影响，即发包方采用众包模式时，如在使用众包、人才储备以及增强员工信息意识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越少，越能促进其有效参与众包。绩效期望对发包方参与度的影响最弱，本研究之样本数据来源于我国发包方，目前我国众包行业处于起步期，其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尚未显现出明显效果，众包平台与企业的合作关系较弱，因此，目前绩效驱动发包方参与众包创新活动的影响较弱。在绩效期望构面上，PE1~PE9九个测量项对该潜变量的影响相当，即推进创新、降低研发成本、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提高产品质量、发现公司产品问题等因素对发包方参与行为活跃度的影响基本相当，没有较强的区分度。在努力期望构面上，众包平台使用流程简单且容易操作这一特征能有效增强发包方的活跃度，此外，企业在增强员工信息意识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越少，越能较有效地增强发包方众包行为的活跃度。在社群影响方面，公司领导及员工对众包创新活动的认同度与支持度越高，发包方企业参与众包创新活动就越积极。而在行业中，若使用众包创新模式的企业影响力较大，则同样也将促进其参与众包创新活动。


表5-58 发包方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修正模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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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潜变量与潜变量间的回归系数称为路径系数；潜变量与可测变量间的回归系数称为载荷系数。


5.4 本章小结

本章借鉴Venkatesh和Morris（2003）提出的技术采纳与整合理论UTAUT模型，从绩效期望、努力期望、社群影响、配合情况四个维度出发，结合参与者动机领域的文献研究结论：即接包方的心理需求、激励机制、新知习得性与社交愿景等接包动因，以及发包方利用大众智慧、降低生产成本、利用技术进步和专门知识、激励生产者参与、提高适应个性化需求灵活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产品质量、利用大众传播等发包动因，从这些维度出发设计问题项，并给予各问题项有力的理论支撑。针对问卷发放回收之有效数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验证性因子分析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研究影响参与者参与度的关键因素，全面回答了“影响网民群体自觉自愿参与到众包创新任务中的关键影响因素是什么？”这一研究问题，并为第6章众包创新激励机制的设计与改进工作提供依据。


第6章 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激励机制研究

6.1 引言

尽管众包作为新兴的商务模式，为企业、大众之间提供了沟通的平台，在二者互动过程中碰撞出新的火花，推动了企业的创新步伐，然而，如何进一步提高其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已成为学术界及实业界密切关注的问题。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商务模式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继而有效且全方位地提升参与者的活跃度。目前，主要存在三种类别的商务模式，即用户自发型、中介平台型以及企业自发型众包，其中，企业自发型众包又可进一步细分为两类，即企业自营论坛型与自行设计竞赛悬赏任务型。基于网络社区众包创新模式案例分析的研究结论可知：用户自发型、企业自营论坛型众包均是接包方自觉自愿分享内容，获得新知的同时得到一定的心理满足感及社区归属感；中介平台型、企业自发型众包目前所采用的激励机制，则以现金激励为主。Kavaliova等（2016）使用自我决定理论诠释了企业激励潜在用户参与众包的途径。本研究针对不同商务模式，分析内部激励、内部化的外部激励和外部激励共同影响参与主体行为的过程，并根据分析结果对现有激励机制提出改进建议，以提升各类众包模式参与者的活跃度，继而激发更大的创新力量。


6.2 激励机制

本研究通过文献梳理及案例研究工作，对现有众包创新模式的激励机制进行整理和分类后，得到如表6-1所示的激励机制分类汇总。


表6-1 众包创新模式的激励机制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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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众包平台所采用的激励机制主要有两种类型：货币激励机制与非货币激励机制。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由发包方提供的货币激励机制，绝大多数问题解决型的众包竞赛都采用悬赏奖金的方式吸引参与者解决问题。货币激励又分为直接货币激励和间接货币激励（如“中搜”的分红机制）。非货币激励机制主要应用于一些产品类众包竞赛中，如Vator、Threadless等，通过评选出最后的赢家将参与者的设计投入生产等方式激发用户更高的参与热情。在非货币激励机制中有一种特殊的激励类型，它源自接包方自身的激励，本研究称其为自我激励。由于本研究激励机制设计部分将虚拟社区分为关系型虚拟社区（rela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RVC）和交易型虚拟社区（transac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TVC）两种，分别研究两种众包创新模式的激励机制，而自我激励在RVC型众包创新模式中占主导地位，故将自我激励机制作为一种单独的激励机制划为一类，而非将其归属于非货币激励机制中。

6.2.1 自我激励

6.2.1.1 概述

根据相关文献研究，除外在的激励机制之外，参与者自身的心理需求、新知习得性需求与社交愿景是影响其参与众包的关键因素。其一，就心理需求层面而言，参与者希望自己的某项技能得到认可或是单纯地在工作之余获得乐趣等方面的满足，如在iStockphoto中不需要高级设备与专业技能就能展示自己得意的摄影作品。其二，就新知习得性需求层面而言，参与者希望通过众包创新平台获得某方面的知识或技能，而这种获取新知识的渠道与传统学习方式相比通常更加便捷且成本低廉，如免费语言学习应用Duolingo就提供了这种便利。其三，就社交愿景层面而言，具有相同需求或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共享资源、分享所得，如小额贷款机构Kiva一直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提供小额贷款。以自我激励为主导激励机制的众包虚拟社区主要是用户自发或企业自营的社区或论坛，企业或社区负责人的主要职责是建立、维系及引导社区的运营和发展。

6.2.1.2 案例

美国林登公司旗下实验室开发的3D大型网络游戏Second Life（secondlife.com）于2003年定位为复制人类现实社会全貌的虚拟社区。起初玩家们除了一个强大的脚本工具以外一无所有，但凭借自己的想象力，他们可以用脚本工具建造一幢幢大厦、创造自己的寓所；只要你能想象到的生活，都可以在游戏中实现。Second Life最大的魅力在于，不仅让玩家还原了真实的商业社会和现实生活，还能从中赚钱。由于Second Life承认游戏中居民们的创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因此，一系列交易便由此应运而生。如现实生活一样，林登公司对Second Life里土地的发放和林登币的流通实施管制，以防止游戏房价下跌、林登币通货膨胀。玩家们通过出售创意、产品、服务、土地等方式进行交易，获得收益。IBM、亚马逊、耐克、可口可乐、宝洁等公司纷纷进驻Second Life，购买地产，继而在游戏场景中开展虚拟与现实相结合的品牌营销活动。林登公司鼓励玩家一边兴致盎然地玩游戏，一边完成游戏建设，极大满足了人们爱玩的天性，而基于海量玩家所产生的广告效应及其与现实商品对应的虚拟交易也使林登公司收益颇丰。

维基百科（en.wikipedia.org）用开放模式聚集着全世界的智慧。2005年英国伦敦交通系统爆炸案发生后，媒体蜂拥而至争相报道，不料最早报道这一事件的却是维基百科。一名维基爱好者第一时间在维基百科上写下爆炸案的发生情况，几分钟后，其他社区成员开始补充内容并纠正她的拼写，几个小时后便有成百上千的人加入了讨论。这些报道内容比当时任何一条新闻所提供的信息都要丰富且全面。维基百科上千千万万维基爱好者的工作都没有报酬，但这种人人参与知识创造与积累的运作模式却推动了一种非凡的网络文化现象，使人类公开和非公开的知识得以保留与传承，极大鼓舞了人们追求完美及希望被认同的天性。

Duolingo（www.duolingo.com）是一个于2012年6月19日上线的语言免费学习平台，向任何想要添加新语种的人开放其教学系统，允许母语使用者或语言爱好者创建课程，Duolingo会利用自己的算法确保这些信息符合其标准。Duolingo免费提供了包括英语、西班牙语和法语等在内的六种语言课程，虽然Duolingo不向用户收取一分钱，然而已有数千人自愿向该公司捐助资金和内容。Duolingo还通过出售精准翻译来实现获益，由语言学习用户把需要翻译的资料当作素材加以练习，这种维基百科式的合作使翻译质量优于依赖算法的传统机器翻译。这一完全免费的方式不仅迎合了大众推广母语及语言爱好者发挥其潜能的愿望，也为众多语言学习者提供了便捷的学习渠道。

大众点评（www.dianping.com）帮助用户寻找所在位置附近的餐饮、娱乐、商户、酒店等，用户可以参考之前消费者的评价辅助其做出决策，同时贡献自己的评价以供后续的消费者参考。类似地，在淘宝、京东商城等网站购物时所分享的晒单或评价信息也具有同种效应，这也促使我们在使用他人信息与资源的同时，分享着自己的信息与资源。

魅族Flyme软件中心（app.meizu.com）凭借有力的审核机制、相对完善的付费体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赢得了过亿的下载量，更赢得了众多开发者的拥护。魅族工作人员积极的协作态度激励众多开发者专为魅族开发应用，专注于魅族平台而非各种平台的兼容性问题，使得众多应用都更加成熟完善。同其他Android应用平台一样，魅族的应用分为付费应用和免费应用两类，但开发者为了保证用户体验的优越性，不为免费应用做广告。而魅族为了鼓励用户购买付费软件，继而鼓励开发者继续开发做出了诸多努力，例如送出大量的软件消费券、在下载总量过亿时送出万元消费大奖。这种对大生态环境的重视让开发者深感欣慰，相对成熟的付费体系也让开发者从利润中获得有效且持续的激励。同时，魅族软件中心支持用户向开发者进行捐赠，虽然这部分捐赠为开发者带来的收入占比并不大，但开发者因此而受到的鼓励却对维系开发者忠诚度起到了不容小觑的作用，众多开发者纷纷表示：对于这部分用户给予的支持深表感激。当然，如今魅族手机销量较小，其Flyme软件中心的影响力也因此较小，但不可否认其早期的创新性。

Kiva（www.kiva.org）是一家非营利小额贷款机构，致力于向发展中国家的创业者提供小额贷款，实现消除贫穷的目标。Kiva不鼓励恩人关系，而是倡导合作伙伴关系，借贷双方之间相互尊重。Kiva实行所有信息透明化的运作模式，吸引普通民众提供资金。这种类似于银行业务的慈善事业给所有参与者以温暖的体验，与此同时，Kiva公布的数据显示，其平台上借款人的违约率极低。

6.2.2 货币激励

6.2.2.1 概述

货币激励机制分为直接货币激励（即传统意义的现金激励）和间接货币激励（如股份制分红等）两种类型。国内外典型的、有影响力的众包网站大多采用直接货币激励以吸引参与者，这说明直接货币奖励对参与者的激励作用是有效的、显著的、普遍的。除了传统的现金激励外，还有一些众包虚拟社区采用形式多样的间接货币激励机制，或是二者相结合的方式，其激励效果也很显著。

6.2.2.2 直接货币激励

最早实施众包的创新平台InnoCentive（innocentive.com）是典型的实行直接货币激励机制的网络社区。在InnoCentive平台，“seekers”张贴挑战，每项挑战都包括详细说明、相关要求、截止日期以及为最佳解决方案提供的奖励金额。

这种采用传统货币奖励机制的众包平台实例不胜枚举，例如：中国目前最大的众包虚拟社区猪八戒网（www.zhubajie.com）在首页上展示了大量的任务信息，每个任务前面都标注着任务奖励金额，页面实时更新成交信息。此外，猪八戒网特有的应用——“PK台”，针对图片类作品发起投票并进行比较，用户对其认为优秀的中标作品投猪蹄（猪八戒网计算积分数值的方式），投票人数多的一方即为获胜方。

任务中国（www.taskcn.com）也实行直接货币奖励机制，其首页导航菜单下方悬挂着一个“威客动态”，在交易动态中可以看到除了发布或已成交的任务外，还有雇主向威客发出的工作邀请。

K68创意平台（www.k68.cn）、一品威客网（www.epweike.com）、威客中国（www.vikecn.com）等类似的中国威客网站都采用相似的现金激励机制。在网站首页发布网站指数，每日更新交易额、需求总量、人才总量等信息。项目有效时间截止后若仍无满意作品，可由网站启动成果保障措施进行协调，直到发布者获得满意作品或成果为止。

WeDeliver（www.wedeliver.us）旨在为本地商圈的中小私营业主提供B2B服务，利用本地社区资源，使居住在某一社区范围内的人成为快递的核心基础，以实现同城同日快递服务。私营业主按每笔订单支付快递费用，该费用包含在消费者的商品费用内，按7∶3的比例分配给投递员和WeDeliver平台。优厚的时薪，自由的上班时间成就了一个形式灵活且看起来“挺划算”的工作。

6.2.2.3 间接货币激励

价值中国网（www.chinavalue.net）自2005年起，将网站50%的股份赠送给网站全体注册用户，用户按照发表文章数量、访问量等“论功行权”，动态分配。2008年，各位股东根据所持价值中国网的股票获得分红。

中搜（即中国搜索，www.zhongsou.com）采取与所有知识贡献者共享收益的激励机制，把自己和知识贡献者视为一体。首先，词条页面的制作者可以根据该页面的点击量与中搜一起参与广告分成；其次，同时采取直接付费方式激励更多冷门领域的权威人士参与第三代搜索机制的建设。

6.2.3 非货币激励

6.2.3.1 概述

是否具备一个活跃而忠诚的社区是众包成功与否的关键。众包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尽管大众可能并不那么看重金钱，但是应当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以诚相待，使其不至于产生受骗或被利用的感觉。同时，随着消费者主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接受企业传递的信息，信息对称成为众多消费者一致的追求，其不仅期望参与产品的设计、生产、营销等环节，而且还期待获得拥有专利的自主研发产品。

6.2.3.2 案例

我们熟知的百度百科（baike.baidu.com）采取按贡献排名的积分激励机制：一方面，根据创建词条数量、编辑词条质量评选百科之星；另一方面，依据贡献词条数量和质量制作每周贡献榜。

Vator（www.vator.tv）是旨在为企业提供相互交流并寻找解决问题途径的平台。Vator除使用传统的货币激励机制外，同时实行“最后赢家”的激励方式。Vator首页上最醒目的Vator新闻（Vator News）区域着力展示最新的赢家消息——“Jukedeck wins Vator Splash London!”（Jukedeck赢得项目）。评委们对在项目中脱颖而出的企业进行投票，以决出最后的赢家，同时展出亚军企业及其他优秀“solver”的信息。

Owela（owela.fi）旨在为未来产品和服务提供开放式创新空间。用户可以将自己的想法、正在进行的项目发布到项目区，并通过小组讨论、概念评估和专家测试组等途径免费测试新产品或新服务。

InventorHaus（inventorhaus.com）旨在为用户提供展示自己发明创造的机会，并帮助用户销售其发明，以获得真实的市场反馈。

中搜平台拥有大批高校在校生等知识贡献者，该平台坚持制作者实名制及制作者名字直接显示于搜索结果页面的机制，以使知识贡献者在第三代搜索词条页面的贡献经历有助于其今后进入社会寻找工作机会。

“杰克兄弟”的Threadless（www.threadless.com）每星期都会收到上千份来自世界各地业余“粉丝”或专业艺术家的设计，然后将这些设计展示在网站上供用户评价，4~6件得分最高的T恤设计将会进入批量生产备选名单，根据收到的订单多少再决定是否量产。网站甚至不需要广告或市场推广预算，设计者们为了得到更多的投票而去说服亲朋好友，为网站进行了免费宣传。此外，如果消费者上传一张本人穿Threadless的T恤的照片，就可以获得一定的购买信用奖励，推荐朋友一起购买，奖励则会翻倍。由此构造出多方共赢的局面：设计者发挥自己的创意，得分最高者可以获得奖牌和现金奖励，以及将名字印在每件T恤上的权利；大大提升了消费者的忠诚度及满意度；“杰克兄弟”稳赚不赔，并且拥有所有设计的知识产权。


6.3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及博弈论理论

“社会人”假设人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有社会性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组织的归属感比经济报酬更能激励人的行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是在该假设基础上建立的，即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从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到自我实现需求，层次逐级升高（如图6-1所示）。用户自发或企业自营论坛型众包是接包方自觉自愿参与生产贡献内容的一种行为，是用户在众包虚拟社区中归属感的一种体现，在虚拟社区中满足了自身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以及自我实现需求，即在分享内容的同时与其他接包方实现互动，贡献的内容得到他人的尊重与认可，自我价值得以体现。因此，激励这类接包方实现更高的参与度，逐渐培养并提升其在众包虚拟社区中的归属感至关重要。本研究利用Mole等（1999）的虚拟社区六边形理论，即影响用户社区归属感的六要素模型，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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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马斯洛需求层次分析图



博弈论——平台与参与者之间的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对平台的持续发展来说，用户的活跃度至关重要，因此平台希望在提供一定质量服务的同时获得参与者更高的活跃度，即平台希望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更高的收益；而对作为平台的使用者用户来说，其希望自己在平台保持一定活跃度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好的平台服务。因此，平台与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博弈关系。假设平台与参与者之间的支付函数、效用函数为共同知识，即完全信息；而实际中参与者是在观察到平台提供的服务质量后才决定其平台参与活跃度的，活动间存在先后顺序，因此，属于动态博弈关系。本研究利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斯坦克伯格（Stackelberg）模型分析平台、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关系，以从博弈均衡解中确定平台提升参与者活跃度的激励机制。

接包方与发包方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对于发包方而言，无论在中介平台发布任务还是自行设计竞赛悬赏任务，接包方在接受任务的同时与其建立了委托代理关系，即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因此，本研究采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发包方对接包方的激励设置。


6.4 激励机制设计

6.4.1 基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激励机制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的追求已不仅限于简单的物质满足，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尊重、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日渐提高，即满足自身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社会性需求已不容小觑。依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社会人的需求是具有层次的，并将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随着生活水平蒸蒸日上，物质基本实现富足，我国人民生活平稳且在人身安全、家庭安全上均具有一定保障，继而正在逐步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维基百科模式的成功、小米论坛的高活跃度，都源自用户自觉自愿地贡献和生产内容。用户的这些行为并没有金钱物质层面的激励因素，而是用户在参与众包虚拟社区中得到归属感满足的驱动力下自觉自愿参与其中的，满足了用户自身交友及自我价值得到认可的需求，同时用户也获得了他人的尊重及自我成就感的满足。与此同时，一个有能力的个体在参与众包工作时，其工作特征越能更好满足其不同层面的心理需求，就越能对其持续性参与产生积极影响。因此，针对用户自发或企业自营论坛型的众包激励机制设计，应以满足接包方更高层次需求为出发点，根据白楠（2013）的文章，Mole等（1999）提出了影响用户归属感六要素的虚拟社区六边形理论，本研究将以该理论为基础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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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虚拟社区六边形



Mole等提出虚拟社区六边形（如图6-2所示），指出对社区品牌的认同归属感是虚拟社区的核心，以此中心延展构成虚拟社区六要素，即精确定制的内容、对社区品牌的认同、对其他志同道合的用户的认知、与社区其他成员互动的能力、参与社区网站发展的机会以及参与虚拟社区的互惠程度。其中，精确定制的内容是指针对用户需要和兴趣提供内容；对社区品牌的认同是指用户对社区品牌和管理者的认同；对其他志同道合的用户的认知是指在社区中有一批具备相似特征的用户，而用户也了解其他用户具有与他相似的特征；与社区其他成员互动的能力反映了成员间交流沟通的情况，最直接的方法是通过聊天室、公告板等机制予以实现；参与社区网站发展的机会是指社区用户参与和提供内容给社区的可能性；参与虚拟社区的互惠程度是指会影响成员的个体利益和虚拟社区的整体利益。

综上所述，根据社区六边形理论，可以从社区内容建设、社区沟通机制建设以及社区参与机制三个方面设置激励机制，增强接包方的社区归属感。

1. 社区内容建设

依据虚拟社区六边形理论，精确定制的内容以及对社区品牌的认同可以增强接包方在众包虚拟社区的归属感，因此，建设众包社区，如小米论坛，就应树立社区品牌文化，同时能够为用户提供定制化内容。对于众包社区的接包方来讲，定制化的内容是能够根据其需求或兴趣推荐对应的众包任务，如在维基百科中，如果接包方对经济类内容感兴趣，则可为其定期推荐经济相关内容或是提供经济类的众包任务。而要做到精准个性化推荐，准确把握接包方的需求，需要充分了解接包方的行为，除了对接包方提供文化、历史、娱乐等标签订阅类服务，还应从接包方上网浏览习惯中挖掘其内容偏好，因此，需要拥有强大的数据库，并提升数据挖掘能力，精准把握接包方的内容需求，培养其在众包社区的黏性。然而，社区品牌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从树立品牌到品牌认同需要社区坚持自己的品牌文化，并在社区内容建设及管理模式上体现品牌的理念。然而，品牌还应具有区分度，并能体现自身的特色，如维基百科提供自由的分享内容、InnoCentive网站提倡推动科技创新等，只有这样，社区内容建设才能具有更大价值。

2. 社区沟通机制建设

在社区中能够结交到与自己志同道合的用户以及用户之间能够良好互动，会增强用户的归属感，这是用户社交需求的体现。因此，在众包社区建设中，要注意沟通机制的建设。其一，众包本身属于多主体参与的合作式创新，它是一种基于外部资源、利用外部网络的合作创新活动，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范围的扩大、创新速度的提升，而且还能有利于创新质量的提高。其二，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企业与顾客、顾客与顾客通过有效互动实现“互相促进”。就“顾客—顾客”的互动而言，基于虚拟社区六边形中的“对其他志同道合用户的认知”这一要素，在众包虚拟社区中，接包方间的相似特征体现在其更愿意解决同类众包任务方面。由此，不难看出，一方面，用户之间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竞争意识，如果某个具有最好预期的参与者发现他人作品的过人之处后，会产生自己作品不如人的担忧，受此激励，进而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作品；另一方面，受到良好的归属感驱动，参与者愿意共同营造社区氛围，如维基百科千千万万维基爱好者的工作都没有报酬，但这种人人参与知识创造与积累的运作模式推动了一种非凡的网络文化现象，使人类公开和非公开的知识都得以保留和传承，极大鼓舞了人们追求完美以及希望被认同的天性。因此，在众包社区建设中，注重沟通机制的建设，例如，组建参与者网络、完善用户贡献系统等，有助于激励参与者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进行创新。具体的沟通渠道体现在建立交流室或成立按照众包任务类型划分的论坛分区等方面，以方便志同道合的接包方间进行交流，并增强彼此间的互动性。

3. 社区参与机制建设

能够参与社区网站的发展建设工作并与社区实现共赢，使用户得到了尊重需求与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Howe于2008年在Crowdsourcing: Why the Power of the Crowd Is Driving the Future of Business
 一书中便提出：成功的众包需要满足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最顶层的需求，即自我实现需求。在诸如维基百科、魅族Flyme社区这样的众包平台中，大众可能不那么看重金钱，但是应给予他们应有的尊重，以诚相待，使他们不至于产生受欺骗或被利用的感觉。以魅族Flyme软件中心为例，魅族凭借其有力的审核机制、相对完善的付费体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赢得了过亿的下载量，更赢得了众多开发者的拥护。魅族工作人员积极的协作态度激励了众多开发者愿意专注于魅族平台，专为魅族开发应用，继而使众多应用更加成熟和完善。众包创新模式是利用大众智慧的开放式创新方式，也是大众满足自我实现需求的一种途径。与此同时，众包社区在建设过程中，其一，应重视接包方参与发展的机会。即重视众包任务的属性，提供丰富多样且难度系数逐级攀升的任务，使接包方接受的任务具有一定挑战性，并通过完成任务的方式得到自我价值的体现，继而获得心理满足感。其二，应重视健全和完善任务解决方案的审核及评价机制。接包方解决任务后，若能得到其他人的反馈及认可，更能增强其心理满足感，与此同时能更好地激励其参与众包创新的积极性，因此建立合理有效的评价或反馈机制，能让接包方更直接地感知到自己能力得到认可的程度。

综上所述，依据虚拟社区六边形理论，众包平台企业可考虑从社区内容、沟通机制以及参与机制进行建设，培养其强烈的归属感，继而激励其持续参与众包创新活动，最终实现参与者与平台的共赢。

6.4.2 平台与参与者之间的斯坦克伯格（Stackelberg）模型

众包，即企业将内部无法解决的问题依托于大众智慧予以解决。众包将发包方、接包方、中介平台集为一体，接包方是解决众包任务的个体，发包方是发布众包任务的企业或个人。众包中介平台为了持久长远发展，应该提供给参与者（接包方与发包方）高质量的服务，以维持和激发其在平台更高的活跃度，因此，中介平台与参与者之间存在博弈关系。一方面，平台希望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为参与者提供尽可能高质量的服务而获得参与者更高的活跃度；另一方面，参与者在平台保持一定活跃度的情况下，希望平台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假设平台、参与者之间的支付函数是共同知识，即完全信息，而平台提供一定质量服务的情况下，参与者根据其提供的服务质量决定自身在平台的活跃度，平台、参与者活动有先后顺序，因此采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本研究采用完全信息博弈关系中最经典的斯坦克伯格（Stackelberg）模型对其予以分析，即平台作为领导者（leader），参与者作为跟随者（follower）。

泽尔腾通过对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分析，提出了“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概念，它要求任何参与人在任何时间、地点的决策都是最优的，决策者应该随机应变，而不是固守前谋，由此推导出子博弈的概念。当参与人的战略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构成纳什均衡时，则形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换言之，组成“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的战略必须在每一个子博弈中都是最优的，即Stackelberg模型存在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解。

对于扩展式博弈的策略组合S*=（S1*, …, Si*, …, Sn*）
 ，如果它是原博弈的纳什均衡，它在每一个子博弈上也都构成纳什均衡，则它是一个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

1. 平台与发包方之间的（Stackelberg）模型

根据发包方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可知，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群影响均对发包方参与众包创新行为存在影响，其中社群影响最为显著，即行业内状况以及企业领导员工的支持度对其影响最大。发包方在平台的活跃度至关重要，若发包方的平台活跃度高，说明平台的众包任务数量多且质量高，能够吸引更多的接包方参与其中，从而为平台带来更大收益。发包方需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发发包方更大的活跃度，即提供发包方更好的服务。在影响发包方的关键因素中，平台可控因素包括绩效期望与业务流程优化。发包方利用众包模式推广创新，有一定的绩效驱动因素，如推进创新、节省研发成本、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等，而能否得到期望的绩效，取决于该平台所聚集的接包方的数量及能力。此外，平台业务流程是否简捷高效，对发包方参与众包活动的影响很大。因此，对于发包方来讲，平台提供的服务质量水平用投入的成本c
 来衡量，而c
 与网站建设、聚集的接包方数量及能力有关。具体的模型变量解释如表6-2所示。


表6-2 平台、发包方间Stackelberg模型变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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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考虑平台与发包方之间博弈关系时，将发包方作为整体予以考虑，即平台与发包方为一对一关系；发包方在众包平台的活跃度为f（θ），f′（θ）>0, f″（θ）<0
 ，其取值范围为[0, 1]。其中θ可以由发包方在平台发布的众包任务数量及悬赏金额予以衡量，换言之，θ随其在平台发布的众包任务数量及悬赏金额的增加而增长，但增长额度逐渐减少，即θ是发包数量t与悬赏金额m的严格递增凹函数，即θ（t, m），θ′（t）>0，θ″（t）<0，θ′（m）>0，θ″（m）<0
 。

发包方效用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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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og（1+c
 ）表示参与者的效用随平台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水平增加而递增，但增长的额度逐渐减小，log（1+θi

 ）表示参与者的效用（收益）也会随其自身活跃度的增强而增加，但增加额度逐渐减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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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边际收益递减。ki
 θi
 表示参与者为维持一定活跃度而付出的成本，mi
 和ki
 表示转化系数，表示将效用转化为统一单位，即用金钱来衡量。

平台的效用公式为u0
 =λ
 log（1+θi
 ）-c
 ，其中log函数表示平台效用随参与者活跃度的增强而增加，但增加的额度均逐渐减少，即符合边际收益递减的特点。此外，λ
 表示转化系数，用以将效用转化为统一单位，即用金钱来衡量。此外，随着平台提供的服务水平的提升，其边际收益递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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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为Stackelberg模型，即存在子博弈纳什均衡解，具体如下。

在模型中，发包方作为后行动者，观察到平台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水平后，用以决定自身在平台上的活跃度，即效用最大化。对于发包方效用最大化，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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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平台与接包方之间的Stackelberg模型

根据接包方参与度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绩效期望、努力期望以及社群影响均对其参与度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努力期望对其参与行为的影响作用最为显著，即平台业务流程简单易学、学习如何使用众包平台所付出的努力较少以及平台有高效的反馈渠道，均能有效促进接包方积极参与众包创新活动，即平台应积极投入网站建设，尽力使其成为简单高效且易于使用的中介平台。此外，绩效期望与社群影响对接包方参与众包行为的影响程度相当，即接包方在参与众包创新行为中，能够获取一定的报酬、心理满足感、新知识及新朋友等，而这些是通过解决众包任务以及参与众包社区活动所获得的，因此，众包平台为了激发接包方的活跃度，应注重社区建设，并提升发包方发布任务的质量。综上所述，对于接包方而言，平台提供的服务质量水平用投入成本c
 来衡量，而c
 与网站建设、社区建设、众包任务的数量以及质量相关。具体的模型变量解释如表6-3所示。


表6-3 平台、接包方间Stackelberg模型变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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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考虑平台与接包方之间博弈关系时，将接包方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即平台与发包方为一对一关系；接包方在众包平台的活跃度为g（ρ），g′（ρ）>0, g″（ρ）<0，其取值范围为[0, 1]。衡量接包方的活跃度ρ，与其在众包平台的任务量有关，即接包方的活跃度随其在平台解决的众包任务量增加而增强，但增长额度逐渐减少，即接包方活跃度ρ是解决众包任务数量x严格的递增凹函数，即ρ′（x）>0, ρ″（x）<0。

接包方效用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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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log（1+c
 ）表示参与者的效用随平台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水平增加而递增，但增长的额度逐渐减小，log（1+ρi

 ）表示参与者的效用（收益）也会随着自身活跃度的增强而增加，但增加额度逐渐减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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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边际收益递减。ei
 ρi

 表示参与者维持一定活跃度而付出的成本，ei
 和hi
 表示转化系数，表示将效用转化为统一单位，即用金钱来衡量。

平台效用公式u0
 =μ
 log（1+ρi
 ）-c
 ，其表示含义同上，在此不再赘述。

平台与接包方之间的博弈同为Stackelberg模型，求解过程与发包方平台博弈求解过程类似，因此，可以求解出接包方的最优活跃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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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平台最优服务成本为1+c（1+c）
 =eμ
 ，存在最优解c*，则此模型的均衡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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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根据平台与参与者之间的Stackelberg模型分析，最终均得出均衡解。对于接包方与发包方，其活跃度依据平台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水平进行选择，即发包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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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包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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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类参与者均表明其活跃度随平台所提供的服务质量水平的提升而增强，同时平台应按照最优解c
 *投入成本，以提升其服务质量。

对发包方而言，众包平台应在网站建设、接包方数量和能力等方面加大投入，以提升平台服务质量。其一，在网站建设方面，平台应优化业务流程，为发包方提供简捷高效的方式发布众包任务。其二，在接包方数量和能力方面，平台应在网站建设、社区建设以及任务属性细化等方面加大投入，以增强接包方的忠诚度，培养接包方的网站黏性，继而提升平台服务质量。

对接包方而言，其一，简捷高效的业务流程，以及在众包社区中结识志同道合的朋友至关重要。因此，众包平台需加大其在网站建设、社区建设上的投入。其二，接包方的绩效期望与解决的任务属性相关。因此，众包平台应积极与发包方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不断丰富发包任务类型，并逐步提升众包任务难度，使之与能力不同的接包方需求相匹配。

对众包平台而言，能否确定合理的服务成本c
 *至关重要，而c
 *又与效用转化系数（系数参数）相关，因此，如何合理预测效用转化系数就成为重中之重，此时，平台需要通过挖掘参与者活跃度、所得收入、接包方参与众包的行为偏好、能力、需求等多维度数据，进行科学有效的数据分析与决策，以预测参与者所得收入与其平台活跃度之间的关系，并合理预估效用转化系数，继而确定c
 *的最优值。

6.4.3 接包方、发包方间非对称信息最优合同模型

发包方期望最大化地利用群体智慧，然而，群体智慧的高低不仅取决于参与解决众包任务的接包方总体数量，更取决于接包方解决问题时所付出的努力程度，因此，发包方需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以激发接包方的努力程度。基于国内外经典案例分析可知，目前发包方一般采取现金激励形式，且以固定现金制为主。接包方在委托关系建立之后，将选择其行动方式，即可选择“工作努力”或“工作不努力”，然而，发包方无法观察到接包方行动时的实际状态，只能观察到其行动结果，因此，本研究将采用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模型——非对称信息的最优合同模型探究发包方设置合理激励机制的方式，以激励接包方选择对发包方最有利的行动。具体的模型变量解释如表6-4所示。


表6-4 接包方、发包方间的非对称信息最优合同模型变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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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型包括三个假设。其一，发包方无法观测到接包方工作时的努力水平a——a有两种取值可能，即aH（表示工作努力）以及aL（表示工作不努力）——只能观察到产出π。θ表示外生随机变量，其不受发包方与接包方所控制，Θ是θ的取值范围，F（θ），f（θ）分别是θ在定义域上的分布函数，分布密度，其中FH
 （θ）, fH
 （θ），表示接包方工作努力时的分布函数，分布密度；FL
 （θ）, fL
 （θ）表示接包方工作不努力时的分布函数，分布密度。同时假设工作努力时获得高利润的概率大于工作不努力时获得高利率的概率，即FH
 （π）<FL
 （π）。当接包方选择行动a后，外生变量θ实现；a和θ共同决定一个可观察结果x（a, θ）和一个货币收入π（a, θ）。其中，假设给定θ，接包方越努力，其产出越高，但边际产出率递减，即π（a, θ）是a的严格递增凹函数。即，发包方需根据所观察到的产出x设置一个合理的现金激励机制s（x），激励接包方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行动。

其二，假设发包方效用为v（π-s（x）），其中v′>0, v″≤0，接包方效用为u（s（π））-c（a），c′>0, c″>0，c表示工作努力的成本，且假设工作努力的成本比工作不努力的成本高，即c（H）>c（L）。由以上假设可知，发包方和接包方都是风险中立或风险规避型参与者，努力的边际负效用是递增的。因此，接包方和发包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表现为：发包方希望接包方多努力，而接包方希望自己少努力。由此可知，发包方需设定合理的激励，以使接包方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努力程度。

其三，假设以上分布函数F（θ）、产出（可观测结果）x（a, θ）和货币收入π（a, θ）以及效用函数v（π-s（x））、u（s（π））-c（a）都是共同知识。

就发包方而言，接包方付出的努力越多，其得到的产出就越大，因此，发包方希望接包方积极勤奋工作，此时，选择a=H，即在a=H时，选择s（π）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然而，发包方将面对两个来自接包方的约束，其一，参与约束IR。表示接包方参与解决众包任务所得的期望效用不能低于不参与众包任务时所得到的最大效用。其二，激励相容约束IC。表示接包方选择工作努力所得到的期望效用不能低于其工作不努力时所能得到的期望效用。具体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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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霍姆斯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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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π
 求导，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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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μ=0时，有sλ
 （π）
 ，即发包方在发布任务时设置的悬赏金额，以此为标准上下调整接包方所得报酬。在实际中μ
 >0，因此，存在如下关系：

s（π）≤sλ
 （π），如果fL
 （π）≥fH
 （π）

s（π）>sλ
 （π），如果fL
 （π）<fH
 （π）

对于既定产出π
 ，如果在接包方不努力（a=L
 ）的概率大于努力（a=H
 ）的概率，则接包方在该产出下的收入所得应向下调整，反之接包方工作努力（a=H
 ）的概率大于其工作不努力（a=L
 ）的概率，则将其所得的奖金报酬向上调整。即发包方可在观测产出π
 后，推断出接包方选择工作不努力与工作努力的概率大小，用以决定接包方所得的悬赏金额或报酬。

综上，不难发现，发包方期望接包方能够在解决众包任务时付出更大的努力。然而，固定的现金激励机制虽然可以激励发包方参与解决众包问题，但由于众包任务解决方案的优劣主要取决于接包方付出的努力程度，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接包方付出努力，发包方需设置灵活的现金激励制度。即在设定一个悬赏报酬标准的基础上，根据接包方的努力程度上下调整最终的报酬大小。

然而，在现实情况下，发包方并不能观察到接包方工作时的状态，只能得到接包方的工作产出成果，继而引致发包方评定接包方工作努力程度的主观性。因此，为了客观评价接包方的工作状态，需引入合理的评审机制以及合理的监督机制。

其一，合理的评审机制。评审机制是对接包方资历能力的评估审核。首先，建立接包方资历资料库，可以让发包方对接包方的能力进行初步评估。资料库的内容包含接包方的学历、工作经历等方面的背景介绍，以及最关键的其成功解决众包任务的资历状况等信息。而资料库的建立需要众包平台及接包方的配合，接包方资料的真实性，需平台建立严谨的审核机制予以检验，以确保其提供的背景资料真实有效，能够为发包方提供合理可信的评估标准。其次，设置接包方能力级别。众包平台可提供具有不同难度系数的众包模拟任务，能够解决较高难度系数任务的接包方，其能力级别就更高。例如，解决创新类任务时，可提供模拟化的需发挥接包方创新力的游戏，在可以初步考核接包方解决问题能力的同时，进一步培养接包方对众包平台的使用黏性。

其二，合理的监督机制。由于评审机制只是对接包方能力的初步评估，而非对其能力的完全论断，因此，能够观察其在解决众包任务过程中的工作状态则成为获得其工作努力程度的最佳评判标准。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还需引入合理的监督机制。设置安全保密的监督平台，即接包方从接受解决众包任务开始到其提交任务解决方案的全过程，均处于该监督平台中，在该平台下，接包方解决工作所用的线上时长可以被完整记录下来，同时摄像头可以随机抓拍其工作时的状态，这些均可作为发包方评定其工作努力程度的参考依据。然而，监督机制的引入，会涉及接包方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等问题，这不仅是平台建设时所应考量的信息技术安全保障问题，更是社会道德问题。因此，接包方、发包方以及众包平台需签订涉及彼此权利义务的知情同意书及合同，对监督平台能够抓取的接包方资料和资料的加密、保存及使用等行为予以约束，以保障众包参与各方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依据非对称信息的最优合同模型，发包方需设置灵活非固定的现金激励制度，以激励接包方付出最大努力解决众包任务，即依据接包方的努力程度灵活调整悬赏报酬的大小，同时辅以合理的评审机制和监督机制，以确保评审接包方努力程度的客观公正性。


6.5 本章小结

本章针对用户自发型、中介平台型以及企业自发型众包创新模式，依据第五章的研究结论，即影响众包社区用户自觉自愿参与众包任务的关键因素，基于大量激励机制的研究成果，对现有众包网络平台的激励机制提出改善措施。首先，利用博弈论模型分析激励机制的可行性；其次，利用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众包平台激励接包方参与众包任务的博弈关系、众包平台激励发包方参与众包任务的博弈关系，利用委托代理理论中的非对称信息最优激励合同模型分析发包方与接包方之间的博弈关系；最后，基于上述分析得到最终分析结果，以提升网络众包创新模式参与者的活跃度，并激发更大的全民创新力量，继而全面揭开了“如何设计切实可行的经济激励机制及非金钱激励机制，引导大规模网民自组织、无意识地参与到企业网络众包创新任务中来呢？”这一研究问题的答案，为后续中关村中小企业参与众包任务、推进技术创新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7章 推动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发展的政策建议

7.1 引言

技术创新对企业至关重要，对不会创新的企业而言，等待它的将只有死亡。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产生了重要警示，同时也使更多中小企业愈加关注增强自身创新能力的革新方式。中小企业原来一直所固守的封闭式创新方式，已不能满足其面对的激烈竞争格局和消费者日益增强的个性化需求，因此，转变创新方式便成为其生存发展的必经之路。基于网络社区的众包机制是企业进行开放式创新的一种新模式，该模式有助于企业延伸组织边界、利用大众智慧解决内部技术难题、科学高效低成本地实现技术创新。


7.2 基于网络社区众包创新模式推进中小企业创新的政策建议

本研究从发包方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众包创新三个维度进行了问卷调查，并结合问卷调查结果，对十一家中关村中小企业的管理人员进行了电话访谈。其结果显示，目前我国采用众包模式的发包方企业在自然属性上呈现出比较明显的集中性趋势，即表现为对创新需求较大的行业使用众包模式的占比比较大，具体为中小企业、民营企业、未上市企业以及处于发展阶段的企业。这些企业共性的问题主要在于资源有限与人才匮乏，因此，低成本地获得大众智慧的众包模式得到了这些企业的青睐。在企业利益相关者重要程度的调查中，大多企业将顾客利益放在第一位，因此，能够获得顾客真实需求或创意的众包模式必定会受到企业的重视。目前发包方企业对创新非常重视且认同大众智慧对创新具有的实质推动作用，并普遍面临着人才及创新手段匮乏等方面的技术创新瓶颈，因此，来源于不同背景、聚集各式各样思维模式的众包平台可以为企业进行开放式创新并聚合大众智慧解决企业内部技术创新问题提供有力支持。有鉴于此，不难发现，中小企业应合理有效地利用众包机制推进创新，基于上述研究，本研究对中关村园区中小企业利用基于网络社区众包机制推进商业模式的变革、大众群体的精准定位以及合理激励机制的设计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7.2.1 科学合理地运用众包商业模式

目前众包商业模式主要分为用户自发型、中介平台型、企业自发型三种商业模式。其中用户自发型，如维基百科，是以用户自主自愿贡献内容为主，并依托内容吸引广告获得盈利。中介平台型，主要为接包方、发包方提供一个沟通平台，平台收取一定比例佣金获利，如InnoCentive、猪八戒网。企业自发型众包存在两种类型：其一，企业自行设计悬赏任务竞赛，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内部问题。其二，企业自行运营论坛，以获取用户的真实需求或创意，继而推进自身产品的创新。三类商业模式均极为重视用户创造内容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充分利用大众智慧，并将其转化为切实生产力。然而，就对中小企业创新影响视角而言，中介平台型中的佼佼者InnoCentive与企业自发型模式对企业创新具有革新性影响，而其他中介平台型众包网站更适合企业用于解决一般性的问题。因此，中小企业利用众包机制推进创新时，应结合自身情况和具体需求，合理地选择与运用适宜的商业模式。例如：若企业面临的是一般性问题，可以借助中介平台，并从其提供的产品便利性，聚集的接包方总量，对客户及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视程度，以及市场层面、技术层面、管理层面上刚性能力柔性能力等方面，合理选择适宜解决企业自身问题的众包平台。若企业需要解决产品或技术上的创新难题，充分有效地利用大众智慧，可以借助InnoCentive这种聚集专业性人才较多的中介平台；或利用企业自发型众包模式，设置具有足够诱惑力的现金激励机制；或通过自行设计悬赏任务；或在维系社区用户活跃度的基础上听取用户的真实声音。总而言之，中关村园区中小企业应根据自身需求和有待解决的发包任务与问题选择科学、有效且适宜的众包模式，既要避免故步自封，同时也要避免盲目跟风。

7.2.2 大众群体的精准定位

中小企业在合理运用众包机制推进创新的同时，应能有效识别不同类型的大众接包群体，根据大众群体的特征来完善任务属性，实现接包群体与发包任务的匹配，以期更加有效地推进创新。

根据前期调查及研究发现，目前我国众包平台上聚集的接包方的自然属性可以概括为：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性，大多处于20岁至30岁的年龄段，大部分接受过大专以上的教育，职业以及工作单位性质分布广泛，且大部分月收入在6 000元以下。其社会属性方面，社会资本禀赋一般，在财富、权力、声望三方面并不存在明显优势，且占据有利战略地位获取并控制社会资源的接包方人数占比较小；从行动目的来看，参与众包主要以增加收入、增加心理满足感、提升生活满意度为目的；其利用社会资本获取信息的能力较强，但对其他人的影响力一般；社会信用状况良好；容易得到情感支持，而在资源要求上得到认可的不确定性较强。从以上接包方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状况观察，接包方属于伴随互联网成长的年轻人群体，其对互联网黏性较大，众包机制也是“工作3.0模式”的表现，即同步实现工作虚拟化与远程化。接包方群体职业分布广泛，可确保思维的发散性，且基本上均接受了良好教育，可以满足中小企业集思广益的需求，大多数接包方个体的社会信用状况良好，是可以信赖的群体。但是大多仍属于低收入群体，并没有较强的社会资本，在财富、权力、声望三方面并不突出，资源获取能力较弱。因此，中关村园区的中小企业应充分认识到接包方群体的上述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呈现的主要特征，在设计发包任务时，使任务属性与群体属性及需求相匹配。例如：企业在选择发包任务时，将一项大型任务或难题尽可能地分解为多项小规模任务，这些任务最好能在接包方不需要较强的社会资本且依据其自身能力便可解决的范畴以内，同时解决发包任务的获益也应满足其增加收入或获得心理满足感等方面的需求。

7.2.3 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

根据众包平台参与者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影响参与者的关键因素研究，从企业自营论坛、中介平台对参与者以及发包方对接包方三个角度提出设计激励机制的建议。

1. 企业自营论坛

第一，就重视用户真实需求视角而言，企业自营论坛是企业通过社区建设，增强用户社区活跃度，继而了解用户真实需求，推进自身产品创新的场所和渠道。第二，就参与者归属感视角而言，这一众包模式的关键在于提升用户的社区归属感。依据社会人假设以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可知：人具有非物质性需求，需求呈现层次性，并逐渐向高层次需求转移。而基于社区的众包模式，更能满足用户的高层次需求，应注重在社区内容、社区沟通机制、社区参与机制等方面的建设工作。具体表现如：树立品牌，精准个性化内容的推荐，为具有相似特征的接包方建立方便快捷的沟通渠道，提升参与者互动性的同时增强其归属感。第三，就众包任务设计而言，众包的核心概念是“用户创造内容”，企业自营论坛要想提升和增强用户的参与感，就必须在参与机制建设中重视接包方的需求，为其提供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同时对其任务解决方案能够提供及时的认可或反馈。因此，只有从上述用户需求、社区归属感及任务设计方面着手，全面营造参与者良好的社区氛围，培养其强烈的归属感，才能激励其持续参与众包创新活动，继而实现参与者与平台的共赢。

2. 中介平台

一方面，中介平台参与者之间的高度互动性有利于推动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参与者的参与度也影响着中介平台的持续发展。因此，中介平台应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激发参与者的平台活跃度及参与积极性。结合上述关键影响因素以及中介平台与参与者之间的Stackelberg模型分析可知，一方面，平台应围绕在平台网站建设、提高接包方数量和能力等方面的投入来平衡和提高其提供给发包方的服务质量；另一方面，从提供简捷高效的业务流程、增强社区建设、完善任务属性等方面来提高其提供给接包方的服务质量。这些服务质量的提高，需平台投入一定的成本，该成本应参考Stackelberg模型的均衡解予以确定，与此同时，由于该成本与效用转化系数（系统参数）有关，因此，平台需加强数据库建设，以合理预估该转化系数（系统参数），进而在实现平台提供稳定服务质量的同时，确保平台持续提升其参与者的活跃度水平。

3. 企业对接包方的激励机制

发包方给予接包方最直接的激励机制就是现金报酬。目前，众包的现金激励机制以固定式为主。然而，由于接包方在接受众包任务并与发包方企业建立起委托代理关系后，发包方并不能有效观察到接包方工作的努力程度，只能看到其工作产出。因此，依据非对称信息的最优激励合同模型，发包方若想激发接包方在工作时付出最大的努力，需设置灵活的现金激励机制，即在设定标准报酬的基础上，依据其努力程度灵活调整实际报酬水平。与此同时，为了协助发包企业实现对接包方努力程度的客观评价，众包平台还应考虑引入合理的评审机制和合理的监督机制。其一，众包平台应设置合理的评审机制。评审机制旨在对接包方提供的背景资料和资历信息给予客观公正的审核。根据这些资料初步判定其任务解决能力，并提供不同难度的模拟化任务，以进一步核实接包方的任务解决能力。其二，众包平台应设置有效的监督机制。引入监督机制后，平台可以获取接包方的工作时长信息，并不定期地通过摄像抓取接包方的工作状态图片信息，以便为发包方对接包方的努力程度予以客观公正的评价提供参考依据。而为了保护接包方的个人隐私信息，双方需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同文书，以防接包方隐私泄露，并确保双方的共同利益。


7.3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前述章节的研究结论，分别从众包创新模式的科学合理运用、网民创新群体的精准定位策略以及合理激励机制的设计体系等方面，对企业科学高效地利用基于网络众包机制实现颠覆式企业创新模式变革提出具体政策建议，并全面揭开了“企业应如何有效利用网络众包创新模式实现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持续高速发展？”这一研究问题的答案。


第8章 总结与展望

8.1 引言

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是实现科技强国的坚实基础，同时也是国家创新体系和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更是带动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原动力（肖峰、韩凤晶和张晓天，2013），而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规模小、资金力量相对薄弱，经营品种较少，技术总体水平较低，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需要确定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众包以网络社区为载体，蕴含着携手用户（如消费者、顾客、上下游合作伙伴等）协同创新的理念，以开放模式推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步伐。

本研究从众包商业模式、众包参与者特征、参与度影响因素及众包激励机制视角，提出了中小企业利用基于网络社区众包创新模式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即要选择科学合理的众包商业模式，在有效识别接包方特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发布众包任务，并配以灵活的激励机制。


8.2 研究回顾

为帮助中关村园区中小企业在商业实践中更好地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本研究梳理并回答了以下问题：其一，针对具体的中小企业而言，在众多不同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中，采纳何种网络众包模式更为科学合理？选用哪类众包平台进行企业技术创新更加有效？其二，相对于传统创新活动的参与者而言，企业网络众包创新活动的参与者在自然属性及社会属性等方面有何不同之处？其三，哪些关键因素影响着网民群体对企业网络众包创新活动的参与程度？其四，经济激励机制与非经济激励机制怎样结合，才能更有效地引导大规模网民自觉自愿地参与企业网络众包创新活动呢？其五，中小企业应如何有效利用网络众包创新模式，以实现弯道超车，取得突破性技术创新和持续高速发展呢？


8.3 研究限制

然而，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受取样限制的影响。其一，本研究在预调研过程中选取了中央财经大学MBA项目中进一步接受教育的学员的数据。有些学者认为，这样收集数据容易产生偏差（bias），会导致最后数据结果的误差增加。也有学者认为，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数据的“自选择”（self-choice）问题，即使得仅仅愿意并且能够回答问题的被调查者参加调查，而其他的被调查者被排除在外，这样容易导致数据的代表性不够。但从实际样本的个体统计资料来看，这些样本的分布还是比较分散的，没有出现样本太过集中于某一特征的情况，实际上大大减少了研究的偏差。Tsui（2003）认为，这样做也控制住了外来的系统误差。其二，调研数据的局限性。本研究在涉及众包参与者特征及参与度关键影响因素研究的正式调研及问卷发放过程中，主要以网络调研的方式进行，对调研者真实情况并不了解，有可能影响问卷的有效性。其三，本研究将众包平台分为用户自发型、中介平台型以及企业自发型三类，而问卷主要发放在应用普及程度最高的中介平台型的众包平台，并未对所有众包平台上的参与者进行调研，调查结果在普适性方面可能存在一定局限。为了弥补这一局限性，本研究从96家了解众包概念的中关村园区企业中选取了11家采纳过众包模式的中小企业，对其管理人员进行了电话访谈和面对面访谈。从访谈结果来看，绝大部分企业实施众包创新确实以中介平台型众包模式为主。其四，少量问卷存在数据不完整的现象。对于存在较大面积数据缺失的问卷，本研究予以直接剔除；但对于数据缺失较少或认定为随机缺失的问卷，本研究采用了均值插补方法。这一处理方式也可能导致部分测量误差的存在。总体而言，本研究认为这几部分误差并不影响研究结论的有效性。

第二，在借鉴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研究目标，对接包主体的参与意愿及参与行为研究的问题项进行本土化处理后，确定用于探索性因子分析的调查问卷；然后基于第一轮样本展开主成分分析，个别测量项存在交叉负载或载荷较小等现象，进而对此类测量项予以删除；之后重新进行检验，检验取舍的标准以KMO值大于0.5为准。在经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发现观测变量间存在共性因素，较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并采用最大方差旋转法，最终确定各维度的主成分。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可能存在问题项不够全面及本土化处理存在偏差的现象，但本研究已尽力将这种偏差降至最低。

第三，激励机制设计研究方面的局限。在众包平台与众包参与者之间的博弈关系研究工作中，设置了较严格的前提假设，并忽略了参与者之间的非合作博弈，简化了模型，虽然结果具有一定的经济意义，但可能与现实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未来将进一步通过实验研究法，给出不同情境下的激励机制设计效果的实证研究成果，以弥补可能存在的局限。

第四，虽然本研究突破了企业众包创新模式很难准确描述的局限，并通过实证研究对众包创新模式的参与度影响因素等理论模型的有效性、科学性及合理性进行了检验，但理论模型仍有待进一步完善，以便针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的企业展开更细致的研究工作，从而更准确地描述出不同特质的企业利用众包平台推进创新步伐的具体政策建议。

今后的研究将在此研究基础上，逐步提高调研数据的有效性，优化激励机制的模型，根据实践检验的政策建议逐步完善本研究成果，完善众包及企业创新等相关理论。


8.4 研究展望

尽管本研究全面回答了上述五大问题，并取得了相应的研究成果，然而本研究的研究视角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第一，扩展调研范围。考虑针对国内外代表性网络众包平台和各行业企业进行调查，并可根据实际需要采用配额方式探求不同类型企业中实施众包创新的差异化程度及具体差别。

第二，细化研究粒度。就众包创新模式而言，企业整体创新模式的划分维度是否存在比本研究所采纳的分析单元更具共性、维度更细致的视角，比如企业部门、项目团队等，为更加全面准确地揭开基于网络众包机制的企业创新模式演化“黑箱”的变化机制及影响机理，未来研究拟细化分析单元。另外，在区分企业规模和众包平台规模的基础上，将继续深入开展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理论和后续跟踪实证研究，设计更为客观全面的测度指标，提高数据收集的全面性，更加细致和客观地分析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革命性影响，以提高研究结论的普适性。

第三，扩展理论模型。企业在众包任务设计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任务的可行性、多样性、复杂性（Brabham，2008）、可拆分性（Franzoni，2014）、描述清晰度、隐含性、灵活度等因素。这些因素都将对众包任务参与度产生影响。因此，任务特征可能会作为调节变量增强或削弱参与度及激励机制的激励效果。针对本研究已提出的众包参与度影响因素，未来将考虑从众包任务特征视角继续对理论模型进行扩展研究。

第四，延伸研究思路。其一，通过获取纵向时间序列数据进一步对企业众包创新模式的演化趋势展开动态的定量实证研究，深入探究企业众包创新活动在不同演化时点上对提升企业竞争力产生的作用；其二，将企业众包创新能力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同步纳入研究范围，分析通过企业众包创新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关系。


8.5 众包理念的延伸应用

众包理念在各领域的扩展应用已衍生出各种不同的商业形式。例如：互联网社会领域中的公众参与及群治机制、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众筹与P2P模式、互联网教育领域中的虚拟学习社区的知识共享机制等，这些领域体现了众包的思想，同时也是众包理念的延伸应用。

在互联网社会领域，围绕公共事务的公众参与及群治机制的形成，可借助众包理念。一方面，通过引导使公众正确地了解和参与公共事务，科学理性地发表公众事务相关言论；另一方面，通过对舆论传播风险规律的正确预判，加快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数据化、信息化、智慧化改革，形成改善互联网虚拟社会秩序、促进互联网社会与现实社会良性互动的多元化途径，同时培育商业企业、网络媒体、公众网民等社会主体的社会责任，为各类社会主体形成利益表达和诉求回应机制提供崭新的思路。

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基于众包理念的扩展应用，产生了跨越时间和空间距离边界的多元化互联网金融创新服务，如众筹、P2P网络借贷等，既能满足健康金融市场创新服务的客观需求（周小川，2013），同时也有效破解了中国民间资本多、投资难，小微企业多、融资难的“两多两难”问题，并有效实现了“普惠金融”。因此，众包理念对于建设健康金融市场、实现普惠金融具有重要意义。

在互联网教育领域，众包理念在协同学习模式及知识共享机制形成过程中也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一方面，在众包学习模式中，专家和学习者的边界变得模糊，学习者话语权的提升、学习者之间的高频互动、学习者和专家学者之间的高效沟通等因素，引导形成了知识传播、分享、协同创新的良好合作氛围。另一方面，伴随着众包式学习模式——“人人既是师者，同时也是学习者”的广泛普及，市场上应运而生了大量网络教学平台、免费视频公开课及知识付费产品等，这些平台及相关产品的出现为推动学习者形成终身学习习惯和国家建设学习型社会起到了重要作用。

众包理念已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伴随着其向不同领域的延伸应用，必将推动各领域开放式创新型服务或产品的不断迭代和推陈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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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及写作分工


内容简介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新时期扶贫攻坚既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国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迫切要求。国家脱贫攻坚战略正逐步向最贫困的地区、最贫困的人口集中，打好这次精准脱贫攻坚战已是势在必行。本书选择我国精准扶贫的六个重要领域——产业精准扶贫、金融精准扶贫、教育精准扶贫、电商精准扶贫、旅游精准扶贫、易地搬迁精准扶贫，从国际扶贫经验、我国扶贫现状以及典型案例三个方面进行系统分析，提出在当前我国进入扶贫攻坚阶段，民族地区如何脱贫，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对策。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未来精准扶贫的政策提出展望，以期为我国打赢这场攻坚战，实现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尽绵薄之力。


写作分工


刘璐琳 统筹、编撰、统稿，提供经费支持

彭 芬 编纂、统稿

第一篇 刘璐琳

第二篇 乔枫

第三篇 李珊珊 韦慧杰

第四篇 乔枫

第五篇 彭芬

第六篇 刘宁

第七篇 刘宁

第八篇 乔枫

另外，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付子健、张米安、寇志斌参与了本书的资料搜集、整理等工作。


第一篇 绪论

第一章 精准扶贫的起源与内涵

“十三五”时期是我国扶贫攻坚的关键时期。新时期扶贫攻坚既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全国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迫切要求。从脱贫攻坚的视角来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做到所有贫困县摘帽，包括国务院扶贫办官网上公布的592个国家级贫困县，而且意味着所有贫困人口脱贫。随着扶贫攻坚任务的深入发展，民族地区越来越成为贫困人口聚集地区，打赢这场攻坚战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无疑意义深远。

2013年，习近平在湘西花垣县十八洞村调研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这为我国扶贫攻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新理念、新思想，为中国扶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指明了重要的方向。此后，一系列的政策密集出台，相关体系逐步完善。应该说，习主席在这个时期提出这样的理念具有特殊的意义，使得一系列的政策、资金更加密集地向最贫困人口、最困难地区倾斜，为2020年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在山西太原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指出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再次将扶贫攻坚的重点和重心指向深度贫困地区。2017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不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瞄准特定贫困群众精准帮扶，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加强考核监督。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脱贫攻坚战略正逐步向最贫困的地区、最贫困的人口集中，打好这次精准脱贫攻坚战已是势在必行。

第一节 精准扶贫的起源

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在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调研扶贫攻坚时强调：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精准扶贫，切忌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2013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对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做出战略性创新部署，提出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自此，精准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以此为起点，从“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四个问题”，到“有的要下一番绣花功夫”，精准扶贫重要思想不断丰富发展，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的要求不断提高。

第二节 精准扶贫的基本概念和内容

精准扶贫，是扶贫方式的重要变革，变以前的大水漫灌式为精准识别与帮扶；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精准扶贫的核心就是要做到“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六个精准”即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即第一，抓好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基本信息管理系统数据更新工作，摸清贫困户基本情况；第二，在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上，主要强调合理安排对接项目，确保扶贫资金用到关键环节；第三，根据扶贫对象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扶贫规划与帮扶措施；第四，根据贫困村特点，合理选派“第一书记”和扶贫干部，确保才尽其用。“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精准扶贫得以顺利实施的基础在于，前期建档立卡工作的实施以及大数据的运用，使得贫困人口得以精准识别，从而确保了一系列政策有明确的目标，因人施策，同时通过五级党组织负责，工作得以不断推动。

第三节 民族地区成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

2017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显示，2013—2016年，我国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由9 899万人减少至4 335万人，年均减少1 391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至4.5%，年均约下降1.4个百分点。同时，2013—2017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扶贫资金从394亿增加到861亿。截至2016年底，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 335万人，其中贫困人口规模在300万人以上的省份还有6个。根据十九大报告，截至2017年9月，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 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2.2%下降到4%以下。

截至2017年末，按照现行标准，我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3 046万人，比2016年末减少1 289万人；贫困发生率3.1%，比上年末下降1.4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底，民族八省区（包括新疆、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云南、贵州、青海）还有农村贫困人口1 411万人。
[1]

 建档立卡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还有5 630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83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民族地区县和12.8万个建档立卡贫困村。
[2]

 其中，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约50%。民族地区680个县中，民族自治县（旗）为371个，占54.6%。2011—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由12 238万人下降至4 335万人，其中民族八省区农村贫困人口由2011年的3 917万人下降至2016年的1 411万人，占全国的比重略有上升。2011—2016年全国贫困发生率分别为12.7%、10.2%、8.5%、7.2%、5.7%、4.5%，而民族八省区贫困发生率分别为26.5%、21.1%、17.1%、14.7%、12.1%、9.4%，仍然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一倍多。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全国贫困人口的减少，贫困人口呈现出向民族地区尤其是特殊困难地区集中的趋势，民族地区成为当前扶贫攻坚的主战场（见表1-1）。例如，根据2015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作为多民族省份的贵州省，贫困人口总数居全国第一位，占全国贫困人口的8.77%，全省贫困发生率为14%，极贫人口基本都是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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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2010—2016年民族八省区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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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2010—2014年数据来源于2015年4月15日国家民委发布的2014年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监测结果；2015年和2016年数据来源于国家民委网站与国家统计局网站。



注释


[1]
 张丽君，吴本健，等.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扶贫进展报告（2017）[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1.


[2]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4号）[EB/ OL].（2016-11-23）[2017-10-10].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12/02/content_5142197.htm.


第二章 中国精准扶贫的背景与历程

第一节 中国扶贫开发的基本历程

我国始终将减少贫困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努力使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开展扶贫开发，先后制定并实施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等减贫规划。扶贫减贫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扶贫开发从政府政策行为，逐步迈上了制度轨道，成为全社会促进和谐稳定和公平正义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扶贫开发总体上经历了以下六个阶段
[1]

 ：

第一阶段（1978—1985年）。主要特征是改革开放促进全国农村生产力的解放，通过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体制改革，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改善农产品交易条件，大幅增加了农民收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1978—1984年我国农业出现了持续的高增长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也高达16.5%，农村贫困人口迅速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1985年的1.25亿人，贫困发生率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3.1%下降到1985年的14.8%。

第二阶段（1986—1993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工农、城乡和区域间差距不断拉大。贫困人口的减速开始呈下降趋势，甚至某些年份有所增加，这显示出通过全面的改革和普遍增长并不能完全解决贫困问题。我国在“七五”期间开始实施“重点扶贫”“点面结合”政策，在贫困人口集中的重点区域内划出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由国家投入资金，实施“开发式扶贫”。到“八五”期间，国家级贫困县又增加了236个，使国家实施重点扶贫的贫困县达到567个。开发式扶贫政策，逐步扭转了贫困人口减速放缓的局面，到1993年我国贫困人口进一步减少到7 500万，贫困发生率下降到8.2%。

第三阶段（1994—2000年）。1994年，国务院制定和发布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明确提出要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动员全社会力量，争取用七年时间基本上解决中国剩余8 000万人口的贫困问题。国家为此采取了集中攻坚、瞄准县村的工作方针。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国家重新调整了贫困县的标准，将在1992年农村人均收入低于400元的县全部纳入贫困县，凡同年农村人均收入高于700元的县全部退出贫困县，调整后的国家级贫困县增加到592个。1996年之后，我国的扶贫对象进一步从贫困县调整至贫困村和贫困户，并大幅增加了扶贫资金的投入。1994—2000年，国际组织合作扶贫项目增多。“九五”计划期间启动的“西南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和“秦巴山区扶贫世界银行贷款项目”，利用世界银行贷款的总规模达到4.46亿美元。“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一阶段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人口减少速度最快的时期。全国592个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95年的824元提高到1999年的1 347元。贫困地区的劳动力素质和受教育水平明显提高，贫困人口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一些集中连片的重点贫困地区从整体上解决了温饱问题。沂蒙山区的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7%，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 035元，并实现了村村通车、户户通电。在此期间，全国年平均减少贫困人口800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发生率整体降低了4个百分点，而同一时期的世界贫困人口却逐年增加1 000万人。

第四阶段（2001—2010年）。我国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农村居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社会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生态恶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的要求和顺应物价指数变化的趋势，我国农村扶贫标准从2000年的865元提高到2010年的1 274元。对应的农村贫困人口也从2000年底的9 422万人减少到2010年底的2 688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00年的10.2%下降到2010年的2.8%。贫困地区经济得到全面发展，从2001年到2010年，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从2 658元增加到11 170元，年均增长17%。农村人均纯收入从2001年的1 276元上升到2010年的3 273元，年均增长1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义务教育工作得到增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覆盖，贫困地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继续得到增强，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从2002年开始，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实施退耕还林还草14 923.5万亩，水源受污染的农户比例从2002年的15.5%下降到2010年的5.1%。为促进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国家在全国确定了14.8万个贫困村，逐村制定包括基本农田、人畜饮水、道路、贫困农户收入、社会事业等内容的扶贫规划，通过整合各类支农惠农资金和扶贫专项资金，力争实现贫困群众增收、基础设施提升、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改善的目标。截至2010年底，12.6万个贫困村实施了整村推进。十多年来，贫困地区重点培育了马铃薯、经济林果、草地畜牧业和棉花等主导产业，通过产业扶贫有效带动贫困农户实现脱贫致富。对少数民族、妇女、残疾人的扶贫开发，也是第四个阶段的重点工作之一。2000—2010年，国家共投入兴边富民资金22.1亿元，对全国人口在10万人以下的22个人口较少民族实行专项扶持。制定并发布《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把解决妇女的贫困问题、减少贫困妇女数量放在优先位置。2009年以来，还组织实施了小额担保贴息贷款项目，截至2011年7月，累计发放贷款409.93亿元。制定并发布《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计划（2001—2010年）》，着力解决贫困残疾人温饱问题，缩小残疾人生活水平与社会平均水平的差距。

第五阶段（2011—2013年）。2011年，我国公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标志着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纲要》对扶贫开发形势做出一个重大判断，认为到2010年，农村居民生存和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扶贫开发从以解决温饱为主要任务的阶段转入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缩小发展差距的新阶段。《纲要》提出了更加综合、更加明确的工作目标，要求到2020年，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贫困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务主要领域指标接近全国平均水平，扭转了发展差距扩大趋势。这个“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既包括了生存的需要，又包括了部分发展的需要。

第六阶段（2014年以后）。2013年，习近平在湘西调研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新理念，为我国扶贫开发指明了方向。2014年开始，中国的扶贫开发全方位转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模式，实行从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到项目安排、资金使用、帮扶措施、帮扶责任人和脱贫考核全过程精准扶贫。截至2017年末，按照现行标准，我国还有农村贫困人口3 046万人，比2016年末减少1 289万人；贫困发生率3.1%，比上年末下降1.4个百分点。

主要发展历程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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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中国扶贫开发历程（1978—2014年）

第二节 从扶贫开发到精准扶贫

每一次制度变革都必然带来改革红利。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农村从普遍贫困走向整体消除绝对贫困。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1978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约为97.5%，以乡村户籍人口作为总体推算，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为7.7亿人；2017年末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1%，贫困人口规模为3 046万人。从1978年到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7.4亿人，年均减贫人口规模接近1 9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40年，中国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
[2]



从扶贫开发、整村推进、脱贫攻坚到精准扶贫，每一步都是我国扶贫政策在特殊时期做出的重要调整。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增强，2017年，中国GDP增长实现6.9%，经济总量达到82.7万亿元，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到15%，继续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对世界经济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伴随着国家强大的是全国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人口逐步集中，脱贫难度逐步增强。非常时期更需要改革创新。2013年习近平在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调研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为我国扶贫政策指明了方向。从2014年开始实施精准扶贫，他的足迹遍布中国最贫困的地区，沿着习近平走过的路线，不难看到中国精准扶贫减贫的重要历程，具体见表2-2。尤其是，习近平主持召开的四次重大会议值得关注，分别为：2015年2月13日，在陕西延安召开的陕甘宁革命老区脱贫致富座谈会；2015年6 月18日，在贵州贵阳召开的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扶贫攻坚座谈会；2016年7月20日，在宁夏银川召开的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2017年6月23日，在山西太原召开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这些会议的召开无疑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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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中国精准扶贫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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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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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刘璐琳.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29-32.


[2]
 中国发展门户网.改革开放四十年 中国扶贫开发成就举世瞩目.[EB/OL].（2018-09-04）[2019-4-10].http：//cn.chinagate.cn/news/2018-09/04/content_ 62053180.htm.


第三章 中国精准扶贫的六个重要领域

第一节 产业精准扶贫


一、概念


产业扶贫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杠杆的扶贫开发过程。习近平指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要因地制宜，把培育产业作为推动脱贫攻坚的根本出路。随着2013年“精准扶贫”概念的提出，产业精准扶贫的概念亦逐步为政府部门和广大学者所重视。产业精准扶贫是建立在精准扶贫基础之上的产业扶贫，充分发挥了互联网时代、大数据时代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的特点和优势，其目标是帮助建档立卡的贫困群体通过产业的发展实现精准脱贫、收入增长乃至精神面貌的改变。民族地区作为欠发达地区，其脱贫攻坚不仅关系到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其发展事关我国多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团结进步。然而，民族地区由于贫困面积大、涉及人口多、贫困程度深，目前仍然是脱贫攻坚难啃的“硬骨头”。如何发挥产业扶贫的“造血”功能，打造适宜当地特色的产业体系，对于民族地区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阻断返贫路径，彻底摆脱贫困，具有重要意义。


二、产业精准扶贫的主要模式


产业扶贫的基本思路是以产业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而产业精准扶贫建立在产业发展基础之上，融入了大数据、“互联网+”的新思想、新概念，已成为未来产业扶贫的新方向。在产业精准扶贫进程中，贫困地区应逐步转变过去单一、分散、短期的开发方式，探索创建与当地生产力、资源优势相适应的，有助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拓宽收入来源、脱贫致富的多种产业扶贫新模式，促进产业经济向专业化、市场化转变。

（一）以普通农户为主体的特色农业、手工业经济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由政府牵头，根据当地自身条件，借鉴国内外同类地区发展经验，引进经济效益高、成效快的特色种植、养殖、加工等技术，在当地贫困农户中推广，并在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予以支持。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不少地方政府还积极搭建一些公共服务平台，帮助农户拓展销路，促进生产。这种模式流程清晰，可复制性强，符合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特点，成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一种主要模式。该模式在目前决战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具有代表性，在全国较多地方有较典型的案例。

（二）以企业为主导的股份合作制新模式

推行政府、金融机构、合作社、龙头企业、农户“五位一体”的股份合作模式（也可称为“5+x”模式），引导龙头企业创办股份合作制经济是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新模式。股份合作制能够把民族地区的农户组织起来，有的农户可以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有的可以以土地、资金入股享受年底分红，通过股份合作制农户普遍实现了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减少了贫困。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职能主要是通过信用担保机制创建“资金池”；金融机构的职能主要是提供充足的产业发展所需的资金，贷款给不同的客户主体，可能是农业龙头企业，也可能是贫困的建档立卡户；合作社多为村两委或者党支部兼任，其职能主要是组织农户，作为农户的利益代言人；龙头企业直接面对市场，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地方特色产业的发展和贫困农户脱贫致富；而各方工作的核心是贫困的农户，通过共同努力实现贫困民族地区的脱贫减贫。比如，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勐糯镇引进褚橙基地项目，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农户收入主要包括土地流转收入、农地管理收入、基地务工收入以及基地有机肥收购收入。该模式直接或间接帮助110户以上建档立卡户群众脱贫致富。这种模式规模效益明显，带动面广，是一个地区脱贫致富的重要手段。

（三）以现代农业园区为主体的“三区互动”新模式

这种模式是不少民族地区在借鉴城市工业园区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制定规划，发展的以现代农业园区为主体，农村新型社区、乡村工业园区共同构建的“三区互动”新模式。它有助于引导城市资本、工商资本共同参与民族地区产业的发展与建设。“三区互动”模式符合现代发展理念，可以促进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也符合国家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要求，有利于当地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与此同时，这种新模式对于民族地区部分社会问题（如留守儿童、农村养老等）的解决能够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比如，贵州省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就充分发挥了贵州省生态环境优质的特点和民族文化多元的优势，为贫困山区的脱贫致富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路和借鉴。

（四）以乡村休闲与生态旅游为主要内容的新模式

这是指在充分发掘当地自然资源、人文资源的基础上，统筹规划当地旅游资源，以重点旅游景区为依托，构建多层次、立体化的旅游网络，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乐等一体化服务。这种模式积极引导农民借助旅游业发展，规范开展自营性旅游服务项目，既发展了经济又保护了环境，还能直接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目前，全国不少民族地区都在结合自身优势，着力打造旅游产业。这种发展模式的最大优势在于符合当前生态经济发展的思路，有助于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不少民族地区将旅游业作为“十三五”时期乃至未来较长时期的重要产业进行扶持和支持。


三、“三产”融合发展是未来产业扶贫的重要方向


2017年，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首度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018年1月2日，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颁布，提出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全面推进农村农业的深入发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做出的重大决策。与往年不同的是，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所部署的乡村振兴战略不是1年，而是33年。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是产业兴旺，要实现产业的兴旺就需要时间的沉淀，这和乡村振兴的初衷不谋而合。

产业兴旺，“三产”融合是重点。所谓“三产”融合，是指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产融合发展，既有乘法效应，也有加法效应，所以又被称为六次产业发展。其根本就是要改变原来农业产值低的效应，通过产业的融合提高产业的经济附加值，助推农民收入的提高和农业农村的发展。简单地说，原来农民只是单纯种地，卖的是地里的农产品，可能的结果是丰年不丰收、谷贱伤农。但是，通过发展旅游业、文化产业，延伸产业链，可以起到较好的抗风险效果。同时，通过农村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又能够起到繁荣农村的作用，激发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实现精准脱贫。

第二节 金融精准扶贫


一、概念与特征


经济越发展，金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就越重要。目前，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金融对于中国经济乃至当前扶贫攻坚工作的作用不言而喻。前文内容也提及，要重点通过产业发展使贫困群众获得可持续的发展能力，而这些产业、项目的实施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撑。

金融扶贫的概念，也是最近几年随着我国扶贫攻坚的深入发展逐步提出的。有的学者认为，所谓金融扶贫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普惠金融。普惠金融体系源于英文“inclusive financial system”，是指能有效、全方位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首次对普惠金融的实质进行总结。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2015年12月31日，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普惠金融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

关于金融精准扶贫，2016年3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7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金融助推脱贫攻坚的实施意见》（银发〔2016〕84号），指出了金融精准脱贫基本方略的深刻内涵，即“瞄准脱贫攻坚的重点人群和重点任务，精准对接金融需求，精准完善支持措施，精准强化工作质量和效率，扎实创新完善金融服务体制机制和政策措施，坚持精准支持与整体带动结合，坚持金融政策与扶贫政策协调，坚持创新发展与风险防范统筹，以发展普惠金融为根基，全力推动贫困地区金融服务到村到户到人，努力让每一个符合条件的贫困人口都能按需求便捷获得贷款，让每一个需要金融服务的贫困人口都能便捷享受到现代化金融服务，为实现到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供有力有效的金融支撑”。

学者们也对金融精准扶贫的内涵进行了阐述。比如，高天跃认为金融精准扶贫是通过利用金融机构所拥有的独特资源而建立兼具政策性以及经营性的贷款业务，进而通过设立一系列有效程序和环节建立识别贫困村和困难户的机制，并且针对这些贫困对象建档立卡，确定专门帮助和扶植计划，让金融资金得到有效的优化配置，通过更为精准的方式对贫困点进行扶贫，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扶贫的效率。
[1]

 徐云松认为，金融精准扶贫关键在于依靠政府的引导作用，通过金融支持，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发展能力和贫困群体的自力更生能力，促进扶贫工作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
[2]

 对于金融精准扶贫的作用，江春等认为金融精准扶贫不是直接给贫困个体或者群体提供金融资助或贷款，而是通过金融发展带动经济增长，推动市场创造更多的就业以期带动更多的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3]



综合上述研究观点，本书认为，金融精准扶贫是金融扶贫与精准扶贫结合的产物。金融扶贫指通过保险、信贷等金融工具，运用杠杆效应，对具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提供贷款，其与财政扶贫最大的不同即它由市场主导，政府从主导变为引导，同时变“输血式”扶贫模式为“造血式”扶贫模式。金融精准扶贫的立足点还在于金融与产业模式结合的创新。金融精准扶贫即金融对于产业的支持应该更多倾向于已经明确锁定目标的建档立卡户，尤其是小额信贷的运用主体应以建档立卡户为主，通过产业链的发展与延伸带动更多的群众参与生产，实现脱贫致富。根据十九大报告，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发展绿色金融成为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扶贫发展历程


经济越发达，金融越重要。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金融对经济和产业的支撑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金融对经济和产业的输血功能不可缺少。比如，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印发《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实施办法》，不断完善扶贫贴息管理办法，对企业进行支持和帮扶等，其他扶贫举措详见表31。二是金融风险以及风险防范迫切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尤其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得互联网金融在对传统金融形成有力冲击的同时，进一步加大了金融监管难度。比如，2013年6月余额宝的诞生，标志着互联网金融雏形的诞生，至今余额宝用户数量已远远超过了国内任何一支基金的规模。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谢平认为，互联网金融对传统银行的业务带来了具有颠覆性的冲击。十九大报告强调要防范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近两年来，防范金融风险这一主题贯穿始终，混业经营成为未来我国金融监管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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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我国金融扶贫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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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三、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关于金融精准扶贫的模式，学者有比较多的探讨，高天跃通过对贵州铜仁的调研发现，目前大部分地区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都是以县域一级为主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支持“三农”政策体系为主，以小微企业为贷款主力军。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发挥扶贫作用，但是缺乏长期和系统性的规划，是一种单独的、短期的扶贫体系。
[4]

 本书认为，金融精准扶贫的模式根据主体不同可以分为政府主导、金融机构主导、社会企业主导等多种模式，比如龙游农商银行的“1+N
 ”模式；也有国外先进经验的总结，比如日本农协金融扶贫模式；也有的根据各个地方的特点进行提炼和总结，比如河南卢氏模式等。

目前，在大扶贫框架下，金融参与扶贫的“五位一体”模式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的认可，他认为这是金融扶贫模式的较好创新。所谓“5+1”模式，即由政府、村集体、银行、保险机构、担保公司加农户构成。这种模式的运转本质在于金融与产业资本的深度融合。农户既是贷款人也是股东，但本质上并不参与企业的经营，有的地方允许农户在龙头企业打工，从而使农户可以获得龙头企业分红的稳定收入以及打工收入两种收入，有的地方还有土地流转收入、光伏扶贫收入、生态补偿收入，确保了农户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这种模式在全国多个地方得到推广和实施。但是，这种模式依赖于企业稳定的收入和可持续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金融风险。


四、金融精准扶贫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金融精准扶贫实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产业基础薄弱，金融发挥经济支持作用有限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不断推进，脱贫的难点和重点越来越集中在偏远山区、革命老区、边境地区，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也存在较多的重合。2017年6月23日，习近平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了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指出未来几年的扶贫工作将把深度贫困地区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度贫困地区本身就存在资源匮乏等一系列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比如，云南省怒江州边境线长、基础设施差，地势险峻，城市主要沿怒江两岸建设，产业基础薄弱，要发展产业存在较大的难度。

（二）金融创新中的风险防范值得关注

在多地实施的“5+1”模式中，农户尤其是建档立卡户可以获得金融机构贷款，获得贷款后一是自己用于发展生产，二是将贷款统一交给村委会或者合作社，由其再放贷给龙头企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关系是农户以资金入股，龙头企业按利率返还即分红，通过这种方式使农户获得稳定的收入。这种模式可能会带来如下风险：一是政府成为最主要的风险承担人。在这种模式中，政府能够进行担保是关键，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本身就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一旦企业经营管理存在问题，政府就很有可能成为最后的买单人。二是农户如何才能获得长期的利益。当前，龙头企业给农户的分红为每5万元分红4 000元，相当于8%的利率，这实际高于银行贷款的利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决定，自2015年10月24日起，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和存款基准利率，以进一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其中，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4.35%；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下调0.25个百分点至1.5%。由上可以分析，龙头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与从农户那获得贷款的利差为3.65%，即每5万元1 825元，假设有800户，企业就要多承担146万元。同时，农户入股的资金不是自有资金而是从银行贷款的资金，一样要承担相应的利息，有的地方也是由企业承担贴息贷款。就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规律而言，企业不会长时间承担这样的风险，这就不能确保农户股金分红的长期利益，而只是短期利益。农业生产有自身的规律，一般农作物的生产至少需要2~3年的时间，要在短时间内获益，就会埋下金融风险隐患。

（三）金融精准扶贫缺少长效机制的构建

金融精准扶贫的时间节点是2020年，为了完成这个阶段性任务，很多工作的开展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另外，由于条件有限，有的金融机构并没有延伸到基层，有的配套信贷产品不健全，等等。要真正实现金融对农村的长远支持，需要长效机制的系统构建。

第三节 教育精准扶贫

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身就是教育发展的产物。只是不同的时期，国家财力有强有弱，对教育的投入力度自然有轻重区别。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党和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强。2016年，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5.22%，为历史新高，这对于我国教育事业也是重大的突破。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教育是国民经济的根本，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未来中国发展的重要方向。


一、概念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曾提出“代际贫困”的理论，他认为贫困文化会传递给后代，尤其是母亲素质的提高对于减贫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所谓教育扶贫，即通过教育阻断贫困文化的传递，通过读书培养高素质人才，从而达到改变个人乃至家庭、家族命运的目的。而教育精准扶贫的提出主要在于随着建档立卡户系统在全国的全面覆盖，对贫困群体、贫困家庭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在此基础上通过教育政策的倾斜使建档立卡户得以改命运。这尤其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的家庭有重要的意义。


二、教育精准扶贫的发展历程与重大政策


司树杰等认为，我国教育扶贫的历史与整体扶贫开发的历史一致，新中国成立后大致经历了1949—1978年的救济式扶贫时期、1979—1985年的农村经济改革推动减贫时期、1986—1993年的开发式扶贫时期、1994—2000年的国家八七扶贫攻坚时期、2001—2010年的基本消除贫困时期、2010—2020年的精准扶贫攻坚时期等六个阶段。
[5]



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公布实施后，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截至2002年，全国已有91.8%的人口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2011年，全国县级行政单位、省级行政区域全部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100%。应该说，教育扶贫实施后的成绩还是非常可观的。2014年贫困县九年义务教育情况统计具体见表3-2。2015年4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进行修订，明确了我国义务教育的公益性、统一性和义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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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2014年贫困县九年义务教育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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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司树杰，王文静，李兴洲.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49 50.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七大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部署，更加注重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发展，进一步加大了贫困地区教育支持的力度，具体见表3-3。一是加强学校基础设施的改造完善。2010年7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边远艰苦地区农村教师周转宿舍计划、中小学国家级培训计划等。2013年12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下发《关于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意见》，从制度建设层面解决了“农村、边远、贫困和民族地区特别是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办学成本较高，教学条件较差”等问题。二是注重乡村尤其是贫困地区师资队伍建设。启动贫困地区教师培训行动、贫困地区师资支援行动、贫困地区校长培训行动，使乡村教师具有良好的发展空间和较强的职业成就感，提高乡村教师的收入，吸引教师留在农村，切实解决农村师资投入不足、结构不合理、素质有待提升等一系列问题。相关政策规定如2013年教育部、财政部颁发的《关于落实2013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的通知》、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的通知》等。三是对贫困学生尤其是建档立卡户的在校学生给予特别关注。有的地区实施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的免费教育，这个需要根据各地区的实际进行。相关数据表明，截至2015年，829个贫困县（包括国家级贫困县和片区贫困县）的学前三年教育平均入园率为74.73%，义务教育阶段平均巩固率为91.4%，较全国义务教育巩固率低1.6个百分点；而高中阶段教育的平均毛入学率为74.37%，较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低12.63个百分点。
[6]

 同时，相关部门在大学生培养方面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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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党的十七大后教育事业重大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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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三、未来教育精准扶贫的主要方向


（一）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

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城镇教育资源配置不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应加快缩小县域内城乡教育差距，统筹推进县域内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在城乡协调统一发展的背景下，教育资源的均等化对于精准扶贫意义重大，这也是教育公平的时代诉求。在具体实施方面，应勇于突破现有的瓶颈，考虑贫困地区的自身特点，因地制宜，从师资队伍建设、基础设施投入以及贫困地区贫困生源招生等方面进行优先倾斜。

（二）实施“9+3”高中阶段义务教育为农村贫困孩子就学与家庭脱贫提供重要支撑

相关研究表明，目前不少地区充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已经开始实施“9+3”义务教育，有效解决了贫困家庭子女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庭没有钱而提前走向社会参加工作的问题。比如，2009年开始，为维护藏区的长治久安，四川藏区开始实施“9+3”义务教育；2013年，贵州省政府提出要大力发展教育、重点实施“9+3”义务教育及三年免费中等职业教育计划等等。总而言之，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地区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支持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这也是我国经济实力增长的一项具体体现。

（三）加大职业教育培育力度

国家近年来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编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但是，职业技术人才缺失的问题依然将长期存在。与德国职业技术人才占全国的比重达43%、美国达30%相比，我国的职业技术人才占全国的比重只有5%，这无疑是个巨大的差距。大力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使之拥有一技之长，对于贫困家庭的减贫脱贫意义重大，同时对于我国的民族文化传承亦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四节 电商精准扶贫


一、提出背景


电子商务近年来在中国发展迅猛。相关研究表明，截至2016年，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普及率达到53.2%，其中手机网民在网民中的占比已高达95.1%，连续三年增长率超过10%，具体见图3-1。2005—2016年中国网民规模及普及率见图3-2。截至2016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4.67亿，占网民比例为63.8%，比2015年底增长12.9%。2016年，我国手机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增长迅速，达到4.69亿，年增长率为31.2%，网民手机网上支付的使用比例由57.7%提升至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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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2007—2016年手机网民规模及手机网民占整体网民比例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7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7-08-05）[2017-10-10].http://www.sohu.com/a/16240995_ 790657.

[image: picture]


图3-2 2005—2016年中国网民规模及普及率

资料来源：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7年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2017-08-05）[2017-10-10].http://www.sohu.com/a/ 162404995_790657.

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农村电商也快速发展。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达8 945.4亿元，约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17.3%，全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季度环比增速均高于城市。电商平台的发展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模式，“互联网+”成为新的业态。与以前的小农经济相比，自产自销的模式逐渐被新的销售模式替代。目前，全国不少地区都在推进农村电商的应用。


二、电商精准扶贫的概念与本质


本书认为，电商精准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以精准帮扶贫困家庭脱贫为目标，综合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协会、社会扶贫机构等多方力量，通过完善网络、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发展电子商务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让贫困家庭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相关产业链中，促进贫困家庭创业及就业，增加收入。

纵观精准扶贫的诸多工程，只有电商精准扶贫将互联网、电子商务作为一个主要的手段明确地提出来。而互联网带来的最本质的改变，就是跨越时间、空间的约束，让当地的特色资源，如农产品资源、旅游资源，能够对接更大的市场。

电子商务作为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提升了使用者对接市场的能力：让需求者具有更加广泛的商品选择权，也让生产者具有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基于互联网的交易使得交易成本降低，促成原本因不经济而无法实施的交易得以实现。同时通过对接广大的市场需求，倒逼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产业的升级，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贫困家庭脱贫。

因此，电商精准扶贫的实质是对接，实现农民通过互联网与市场化思维的对接，实现贫困地区的产业通过电子商务与整个大市场的对接，突破本地市场的束缚，破解现有扶贫开发方式在市场对接上的短板。电商精准扶贫是授人以渔式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扶助，其实施对扶贫工程具有深远的影响。


三、电商精准扶贫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基础设施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农村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准公共品，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是指保证农村生产和农民生活的公共服务设施的总称，包括农村公路、农田水利、供水供电、商业服务、园林绿化、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等生产和生活服务设施。它们是农村中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从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开始提出要建设新农村以来，几乎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问题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尤其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这释放了发展农村的重要信号。应该看到，仅十多年的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了较大的改善，目前，农村公路基本实现了村村通，产业路、旅游路也得到积极发展。但是，从农村网络覆盖率看，还存在一定的差距，有的地方还存在网络不通畅的问题，有的地方道路狭窄的问题依然存在，生产出来的农产品要运出去还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

（二）农村电商规模小，规模经济效益难以显现

农村电商普遍存在规模小的问题，有的地方电子商务还不健全，有的地方只是在一间小房间放了一台电脑，用来展示部分商品。但是，配套的设施不健全，产业集群效益难以显现。政府对于电子商务发展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思路不清晰，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省、市、乡、镇普遍都想发展电子商务，又都不知道如何发展，这使得电子商务的规模经济效益难以显现，小的电子商务平台难以与京东、阿里巴巴等大的电子商务平台抗衡，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三）电子商务人才缺失是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发展的瓶颈

我国处于城市化高速发展时期，农村与城市相比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农村青壮年人员的大量流失，城市化倾向严重。而手机和电脑作为现代化的工具要被农村留守的中老年人熟练掌握还存在一定的难度。而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同样需要电子商务人才对它们的工作给予更加专业化的指导。除了电商应用，电商平台的搭建需要大量信息建设、物流规划、网上营销、质量标准控制等方面的人才，同时推动农村电商的建设、应用与培训，推动农产品的标准化、高质化、品牌化建设，也需要大量的人才。

此外，随着电商精准扶贫的实施，电商精准扶贫中的准入、考核体系建设等方面也面临着新问题，需要在精准扶贫中建立更加科学的体系。

第五节 旅游精准扶贫


一、概念


旅游精准扶贫即在建档立卡的基础上，实施扶贫目标精准帮扶，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帮助落后地区的贫困群体脱贫致富。旅游精准扶贫更加注重形成完善的利益分配机制，将旅游利益精准分配至贫困户、贫困人口，有效促进贫困村经济社会发展。“旅游精准扶贫”概念首次完整提出是在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31号）中的第七条“加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2015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提出未来五年要加大推进乡村旅游扶贫的力度。由此可见，旅游精准扶贫重在解决帮扶谁、谁在帮、怎样帮等一系列问题。

习近平在江西宜春调研时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生态经济的提出使文化旅游成为朝阳产业。文化旅游扶贫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模式，是一种区域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它可以帮助贫困地区充分发挥当地旅游资源优势，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当地居民脱贫致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亦指出：“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资源开放共享。”伴随大数据价值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企业正依托大数据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国家旅游局将2014年旅游主题定为“智慧旅游年”，“智慧旅游，让生活更精彩”成为未来几年旅游发展的大趋势。在此背景下，旅游企业的经营活动开始全面信息化，在线旅游企业亦推出了相应的智慧旅游产品。“十三五”时期，旅游企业如何利用大数据创新商业模式，实施旅游扶贫，发展旅游业，打造消费者认同的旅游目的地，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企业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从实践应用角度来看，企业从大数据中创造和获取价值，创新商业模式，有助于企业提高竞争力；同时，企业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开发相应产品支持旅游扶贫地区，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发展，亦有助于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


二、旅游精准扶贫机制


十九大报告指出，“五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其中要贯彻绿色发展的理念，要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旅游产业作为新时期的朝阳产业，其内容亦越来越丰富，从“文化旅游产业”向“互联网+旅游”再向“建设美丽中国”转变。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美丽中国”强调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2012 年11月8日，“建设美丽中国”在十八大报告中首次作为执政理念出现。在2015年10月召开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美丽中国”被纳入“十三五”规划建议。“美丽中国”的内涵赋予旅游精准扶贫新的内容。

（一）政府搭台，科学规划，避免产业同质化

大山不仅阻碍了物资的流动，同时也禁锢了村民的思想。贫困地区尤其是与外界接触少的山区村民往往缺少主动脱贫的思想，或者说，对如何发展旅游缺少规划。这就需要政府牵头，在已有的条件下，对旅游资源进行合理规划，尤其是对整个区域的旅游路线进行合理的规划，避免产业同质化发展，从而实现资源效益的最大化。

（二）新型经营主体带动，构建多方利益共同体

旅游精准扶贫的关键在于扶贫措施能够落到建档立卡户的身上。而农户作为弱势群体，在现代社会迫切需要新型经营主体的带动。所谓农村新型经营主体，新在哪？关键在于对新时代的发展能够准确把握，能够准确地预测市场，尽可能地降低市场风险。这个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其方式可以是合作社、村集体，也可以是农村能人，通过他们带动贫困农户共同发展，改变原来小农户面对大市场的历史问题。而这种新型经营主体得以长远发展的关键在于多方共同体利益的非零和博弈。多方共同体包括政府、新型经营主体、金融机构、农户等主体。在旅游精准扶贫中，尤其是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之间的长远利益要稳定，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大家长远稳定、可持续发展。

（三）充分发挥已有优势，尽早实现乡村的振兴和繁荣

应在已有优势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文化、产业优势，进行旅游的开发和打造。在政策设计上，不搞一刀切，尽可能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突出特色和优势，吸引更多的消费者，从而实现乡村的振兴和繁荣。


三、旅游精准扶贫实施困境


旅游产业是能够使更多群众受益的朝阳产业，适应了现代社会对于生态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现实中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要实现扶真贫、真扶贫，还存在较多的困难。

（一）资源匮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精准扶贫的开发

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多处于偏远的山区，或者是资源匮乏地区。比如，深度贫困地区中的吕梁山区，资源匮乏，产业发展缺少支撑，发展旅游产业不仅需要前期合理的规划、大量的投入，还需要村民的主动积极参与。而缺少资金、缺少特色、缺少企业，使得旅游精准扶贫难度增加。

（二）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使得旅游精准扶贫缺少人气

在快速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农村人口外出务工已经成为主流趋势，尤其是越贫困的地区人口外出流动越明显。相关研究表明，我国农村外出人口数量为1.8亿，占农村人口的比重约为22%。贫困山区、深度贫困地区居住环境较差，不少农户为了孩子上学或者家庭谋生，不得不外出务工。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的自然村常常只剩下几个留守老人，也就是说，能够走得出去的，都出去了。如果没有了充满朝气的中青年劳动力，要发展乡村旅游，则具有较大的难度。近年来，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村的发展，除了工业反哺农业、少取多予，十九大报告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而该战略的核心在于人，尤其是对于偏远的山区，如何通过制度的设计、支部的组织、产业的振兴与乡村文化的繁荣，留住人，尤其是留住青年人，让老人儿孙满堂、老有所乐，值得思考。

（三）建档立卡数据的动态管理不利于贫困人口的长期参与

旅游精准扶贫的本质在于依靠当地旅游产业的发展带动建档立卡户参与其中，从而使建档立卡户获得稳定的收入来源，即要依赖建档立卡的数据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但是，建档立卡数据需要进行动态管理，也就是说符合条件的，因病、因学等返贫的需要新增，但更多的是符合脱贫条件的要进行脱贫。在这样的前提下，为了保证产业发展的延续性以及贫困人口收入的稳定性，脱贫不脱政策是主要的保障机制。

第六节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


一、易地搬迁扶贫还是异地搬迁扶贫


是异地搬迁还是易地搬迁，学术与实践上有不同的争论。“异”是“不同”的意思，而“易”除了不同，还有改变、交换等更深层的含义，其核心就是通过改变贫困人口居住地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扶贫，即用搬迁来实现摆脱贫困的目的，也就是将生活在生存条件极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使其享受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进而逐步帮助搬迁人口脱贫致富。因此本书更倾向于使用“易地搬迁扶贫”的说法。

《“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中提到，组织实施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要确保搬迁群众住房安全得到保障，饮水安全、出行、用电等基本生活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享有便利可及的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迁出区生态环境得到有效治理，确保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后续发展有门路、转移就业有渠道、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实现建档立卡搬迁人口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


二、易地搬迁精准扶贫的意义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的本质是使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的农户能够解决基本的居住问题，这也是扶贫攻坚“两不愁、三保障”的基本体现。以山西岢岚县宋家沟为例，该村主要为搬迁后的新村，村民原来居住的地方非常破旧，常年不能洗澡。2017年10月，该村以每个贫困人口20平方米的建设标准，新建移民安置房265间，同时统一进行了装修和配置家具，可安置全乡14个行政村145户265名搬迁人口，包括整村搬迁的3个行政村和2个自然村共62户128人。同时，在配套措施上，建设了日间照料中心、图书馆、村史馆、电子商务平台以及公共澡堂、食堂等，并按照旅游规划进行打造，一户一策。贫困户入住后满意度大大提升，幸福指数上升。


三、易地搬迁精准扶贫中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易地搬迁政策与农户的未来发展存在一定矛盾

易地搬迁政策中规定搬迁新房原则上要求按照每人25平方米进行建造。比如，山西省吕梁市兴县蔡家崖乡张家梁村的搬迁房主要是按照80平方米/户与50平方米/户进行设计，不少农户家里都有3~4个孩子，加上三世同堂，房屋面积偏小亦使农户在心理上有一定的顾虑。与此同时，新房搬迁距离旧村走路有半小时的路程，长期在村居住的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受故土情结影响，他们不想搬、不愿搬，整村搬迁困难大，愿意拆除旧宅的少，下一步工作难度大。

（二）易地搬迁扶贫“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关键

易地搬迁改变的不仅是农户的生活环境，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是关键。“搬得出”重点在于做好农户的思想工作，解决其思想上的顾虑。贫困户搬迁自筹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万元，非贫困户随同搬迁自筹资金原则上不超过3万元，以此来减轻农户搬迁的资金难问题。同时在搬迁之前，对老村的基础设施进行改善、增新，解决群众眼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实现全村生产用电、自来水全面覆盖。“稳得住”重点在于旧村的拆迁，通过采取各种措施，保证村民搬迁之后的收入情况，让村民住得安心。“能致富”关键在于后续产业的发展，而发展什么产业、如何发展，关键还在于获得百姓的认可。

（三）易地搬迁后原有土地的使用需要合理规划

易地扶贫搬迁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贫困户的住房保障。但是，搬迁后原有土地如何合理规划，不仅是建档立卡户非常关心的问题，也直接决定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因此，后续的合理规划需要慎重考虑。

第七节 六大精准扶贫领域之间的关系

图3-3准确反映了这六大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由图可以看出精准扶贫的核心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发展。精准扶贫的本质是在大扶贫的框架之下，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多方协同，通过“扶智、扶志、扶制”实现赋能，进而推动以人为本的乡村内生动力机制和可持续发展机制的建设。其中，产业精准扶贫是扶贫的基础，只有通过产业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输血式扶贫，赋予农村新的活力；金融精准扶贫是扶贫的资源，通过金融杠杆效益，推动精准扶贫走得更好，走得更远；教育精准扶贫是扶贫之本，这是提智升志的强民之本，目前，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同；电商精准扶贫是扶贫之翼，实现时空的跨域和资源的共享，尤其是解决了中国小农户的销售难问题，对推动三产融合，实现农业的跨越式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旅游精准扶贫是扶贫之宜，强调生态经济，绿色扶贫，是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内容，是未来打造乡村发展的重要思路；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是扶贫之异，转换发展空间，有助于生态协同与可持续发展。

[image: picture]


图3-3 六大扶贫工程关系图示

总之，这六大扶贫工程彼此之间相互关联，共同发展，共同推动中国扶贫事业的稳步前进，为实现我国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注释


[1]
 高天跃.贵州民族地区金融精准扶贫的难点及对策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71.


[2]
 徐云松.金融精准扶贫问题的调查与思考[J].金融理论与教学，2016（3）：1.


[3]
 江春，赵秋蓉.关于构建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理论思考[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24.


[4]
 高天跃.贵州民族地区金融精准扶贫的难点及对策研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4）：73.


[5]
 司树杰，王文静，李兴洲.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2.


[6]
 司树杰，王文静，李兴洲.中国教育扶贫报告（2016）[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156-157.


第二篇 产业精准扶贫篇

第四章 国际产业扶贫领域相关扶贫经验与借鉴

第一节 国际相关扶贫措施

从国家层面来看，区域贫困属于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发展严重不均衡问题，解决之道在于贫困落后地区的开发促进与追赶。诸如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遭遇严峻的区域不均衡问题，它们在推进大范围落后地区进行保护性开发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特别是在通过国家调节提升落后地区生产力、协调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等方面做得较好，收到实效。它们的一些经典案例，或解决了区域性贫困与生态退化交织的问题，或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推动了落后区域的赶超式发展。研究总结其好经验、好做法，可以为我国推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美国的产业扶贫措施——以阿巴拉契亚地区为例


在美国，产生贫困的原因主要有三点。首先是阶层的客观存在，大多数体力劳动者的后代仍是体力劳动者，白领阶层的子女仍是白领，蓝领的子女仍是蓝领，无论穷人怎样努力，他们摆脱贫困的可能性极小。其次是经济组织、结构的影响，即不同行业的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不同、阶级制度客观存在使人们就业路径永久化，收入低、就业不稳定，使这些产业的就业者永远生活在贫困边缘。再次是种族、性别歧视。

阿巴拉契亚地区涉及美国13个州，总面积约53.1万平方千米，属于典型的特困地区。经过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地的经济结构变得更加单一，人均收入低，失业人数较多，人力资源的素质较低，经济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到20世纪中期，该地区已经成为美国最贫困的片区，且早期滥垦滥伐导致的水土流失、采煤燃煤带来的水污染与空气污染等恶果显露，地区经济社会陷入贫困与环境退化的恶性循环。针对这一地区贫困范围广、自然环境恶劣、偏远闭塞、基础设施落后、缺少增长极等问题，阿巴拉契亚地区重点以产业扶贫开发为抓手，着力发展地区经济。在“向贫困宣战”50多年后，截至2014年，阿巴拉契亚地区已有13个县进入全美经济实力前25%的强县行列，有202个县成功摘掉了贫困帽子，但仍有93个县尚未脱离贫困，扶贫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1]

 阿巴拉契亚地区在产业扶贫方面的主要做法如下：

（一）完善机制，促进贫困片区协同发展

为推动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美国于1963年成立了“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引导、组织13个州协同减贫。由于过去的无序开发，阿巴拉契亚地区生态环境遭受破坏，酸雨等自然灾害频发，给当地居民的工作与生活带来严重冲击。“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治理和改善地区环境，涉及土地复垦、水净化、大气净化、酸雨控制等诸多方面，具体包括：强制矿坑复田、复草，减少水土流失；严格处理废水、污水，达标方可排放，减轻水污染；加强废气消烟除尘，遏制酸雨，改善大气环境。

（二）加大投入，优先发展基础设施

要想富，先修路，这在美国也不例外，交通运输项目是阿巴拉契亚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阿巴拉契亚区域委员会”每年资助数百个项目，包括公路项目和教育培训、电信、医疗卫生、社区发展、住房等非公路项目。这些项目除本身能创造工作机会外，还通过影响供应商等方式间接带动就业与减贫，岗位分布在专业和技术服务领域，制造、批发零售、建筑、交通运输和公用事业、金融和房地产等行业的就业效应也比较显著。

（三）聚集资金，着力发展特色产业

利用山地风光发展旅游产业，当地开辟了4个国家森林公园。其中，大雾山国家公园成为全美最受欢迎、游客量最多的国家公园，旅游业给当地居民带来更多就业机会的同时，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这种以改善经济环境为主的间接扶贫开发模式，效果不会立即显现，但对区域长远发展有裨益，使阿巴拉契亚地区与美国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断缩小。


二、印度的产业扶贫措施——以BAIF发展研究基金会为例


印度的大部分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地区，农业在印度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发挥科技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解决其农村贫困问题的关键。BAIF发展研究基金会作为一个纯粹的民间科技组织，成立于1967年，致力于改善印度农村贫困群体的生活条件。从1970年开始，BAIF发展研究基金会在印度各地农村广泛开展了各类减贫项目，提高了扶贫运作效率，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BAIF发展研究基金会产业扶贫的项目内容主要涉及以下领域：

（一）主导发展第一产业

农林畜牧业是扶贫项目的主导部分，通过技术开发和支持，确保贫困农民谋生手段的可持续性。BAIF发展研究基金会在提升农业生产力过程中，并没有忽视环境保护。众所周知，印度农村生态环境较差，水体污染尤为严重。因此，BAIF发展研究基金会在致力于提升贫困农民谋生能力的同时，还通过流域开发、雨水收集等工程，不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二）注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典型的就是实施园艺项目，利用农业耕地之外的贫瘠土地，发展园艺种植业，推广循环农业模式。BAIF发展研究基金会通过技术支持，采用过滤、填塞、挖沟等方式对贫瘠土地进行改造，将其改为高产果园。同时，在种植过程中，推广使用绿色肥料、生物农药，提升水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也改善土壤品质。

（三）注重产业各利益主体的共同发展

提升妇女地位是BAIF发展研究基金会项目开发的重点内容。印度女性社会地位较低，在农村地区则更为明显，为了改善女性地位，BAIF发展研究基金会开展女性扶贫专门项目。BAIF发展研究基金会针对缺乏独立收入来源的农村女性，帮助她们参与到农村社区之中，并组成女性互助小组，通过发放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创业，以提高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此外，BAIF发展研究基金会还积极培训农村医疗人员，通过增加卫生设施、膳食营养、保健护理等来改善女性卫生状况。
[2]



第二节 经验借鉴


一、注重法律的保障


政府对落后地区进行开发，要始终把援助置于立法、执法和司法过程中。为了开发阿巴拉契亚这一巨大的经济落后区域，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这一特别立法。联邦政府对不发达地区和社区的援助也主要根据国会通过的有关法律，制定具体援助计划。美国各级政府在区域发展援助过程中的责、权都是依法明确和履行的。印度也在反贫困实践中通过多渠道、多方式、综合性的政策措施，为反贫困创造良好的条件。
[3]

 比如印度1960年“绿色革命”政策、1970—1971年小农发展计划、1972年流域发展计划、1980年国家乡村就业计划、1989年乡村工作就业计划、新的工业政策等。因此，在贫困地区经济开发中，确立一套保护开发者权益的制度，通过制度创新来激励开发非常重要。


二、转变扶贫内容和方式


开发模式选择的实质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首先表现为资金的投入地域选择。从美国对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的战略转变可以得知，落后地区的开发应走增长极点式的非均衡发展道路，即把资金首先投向经济条件较好、有较大发展潜力的局部区域，利用相对的优势条件取得优先发展，形成落后区域的经济增长极点，进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
[4]

 此外，基于新时期的贫困现状，政府应从物质扶贫转变为文化和制度扶贫。建立适合贫困地区的民主管理制度，如官员的选拔考核任用机制，政府的简政放权、限权，另外，培育活跃的民间社会组织要比直接赠予效果好。我国自“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以来，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长期以来我国扶贫成片覆盖，扶贫资金不到位等粗放式扶贫并没有彻底改变贫困现状。精准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运用科学方法对贫困对象进行精准识别、精确帮扶。国内外的反贫困实践表明，处于贫困中的群体要想脱贫需要一定的组织和制度，可通过资金、教育、技术等方面的援助，创造脱贫机会并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的脱贫能力。
[5]




三、重视市场的作用


完善的立法、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产业政策为美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政府在地区开发中的作用即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有效地保障了开发的有序性，可以使企业具有最大限度的自主权和发展空间。在进行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时，国外投资者购买铁路证券是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在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各种政策支持下，最大限度地使商用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进入西部地区，支援交通建设。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方式上，如在区域发展差异性方面，主要依靠市场，引导资源、人口和资本等在各地区相互流动，使西部土地、水资源、矿产等资源优势，在市场中得到良好配置，以市场竞争机制促进发展。
[6]

 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经济，因此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发展也应在政府扶贫战略和政策的支持下借助市场工具引入竞争，优化资源配置。在持续的开发中，修正发展规划，将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和经济的协调共生结合起来，以增强我国特殊贫困地区的后发竞争力。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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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可君，刘险峰.美国落后区域开发的调控措施及政策界限对我国西部大开发的几点启示[J].南方经济，2000（8）：73-74；焦婷.国外反贫困经验对我国精准扶贫的启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7（2）：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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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婷.国外反贫困经验对我国精准扶贫的启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7 （2）：21-22.


[6]
 孟昌，刘琼.国外贫困地区开发的三种典型模式与经验[J].林业经济，2011 （11）：92-96.


第五章 产业精准扶贫概述

第一节 产业精准扶贫的提出背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是对我国扶贫工作思路的一个总结，应该也是我国需要长期坚持的思路。我国的产业扶贫过程大致经过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将发展产业纳入扶贫工作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这时的扶贫工作刚起步，对贫困户的识别方法尚且处在摸索的阶段。传统的小农经济受到商品经济的冲击，产品不能及时转变为商品获取收益，成为导致贫困的部分原因。此阶段产业扶贫的核心是产业结构调整。

第二阶段，产业扶贫概念提出阶段。这个阶段主要是指21世纪初，此阶段产业扶贫的重要性已经被认可，各类研究也在探索实施途径，核心就是把扶贫工作同农村市场经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利用市场规律冲破根深蒂固的自然经济的束缚，促使贫困地区的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尽快融入市场进行流动和重组，并以此为契机，培育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带动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三大产业的发展，增强造血功能和发展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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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地方产业扶贫探索实践阶段。此阶段主要是指产业扶贫概念提出到精准扶贫概念提出前的时间段。此时，扶贫工作被社会广泛重视，各地也在积极摸索产业扶贫的模式，确立重点发展的产业，并进行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尧水根归纳总结出我国农村产业化扶贫的五种主要模式：优势产业模式、企业（公司）模式、科技引导模式、合作社（协会）模式、专业市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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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国涛、尚永娟提出了产业化扶贫开发中的五种模式：公司带动型、基地带动型、合作组织带动型、优势产业带动型和乡村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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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娟以宁夏贫困地区产业化扶贫组织模式为研究对象，认为宁夏农村产业化扶贫模式的未来发展方向应侧重于发展股权合作制组织模式及“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切实将农户与带动主体联结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
[4]

 这个阶段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缺乏一个系统的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扶持政策连贯性不强。由于没有一个一段时期的产业（主要指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对产业的扶持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和偶然性，出现农业产业发展的“烂尾楼”不可避免，扶持资金使用效率也大打折扣。

第四阶段，产业精准扶贫阶段。此阶段源于2013年11月习近平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基于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及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专项扶持资金，此阶段产业扶贫开发的着力点在于精准，运用产业发展来提高扶贫开发的力度，延长产业链条，增强配套设施与服务体系。实践中，主要的产业精准扶贫模式有：优势产业+基地+贫困户、特色产业+园区+贫困户、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美丽乡村建设+合作社+贫困户、电商+培训+贫困户、公益产业+公益岗位+贫困户、易地搬迁+产业培育+贫困户、垦荒用闲+平台支持+贫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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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业精准扶贫政策梳理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2013〕25号文件明确要求，要把创新扶贫机制作为新时期扶贫工作的关键举措。扶贫对象识别以后，如何以产业扶贫为抓手，实现精准帮扶、精准脱贫，是摆在贫困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扶贫部门面前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为此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相应的举措，表5-1列示了部分重要政策及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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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产业精准扶贫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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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基于中央精神，各地也因地制宜，发布了一系列实施方案，本书不一一列示。

第三节 产业精准扶贫的地方实践

本研究以云南省施甸县、龙陵县、腾冲市、洱源县、宾川县、祥云县6个点为调研观察点，以各个点的产业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情况为调研重点，综合采用访谈法、观察法、问卷调查法，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收入改善情况和企业发展情况来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具体的调研过程分为以下阶段：第一阶段，通过与云南省保山市扶贫办进行初期访谈，了解产业精准扶贫的工作推进和思路，并确定了施甸县和龙陵县两个观察点，在施甸县参观了施甸德青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着手建立的新工厂以及云南万家欢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和蓝心蔬菜产业精准扶贫试点，之后在龙陵县天坡村随机选取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问卷调查。第二阶段，参观腾冲市高黎贡山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极边乌龙茶产业园，通过基地观察和负责人座谈，充分了解产业精准扶贫在当地的实际发展情况。第三阶段，与大理州洱源县扶贫办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产业扶贫资金的申请和使用，并在宾川县大营镇随机选取2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进行问卷调研，与当地扶贫工作人员进行深度访谈，之后参观云南龙云大有实业有限公司，了解其对贫困户的扶贫实践。


一、调研区的产业扶贫基本情况


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又与越南、缅甸、老挝3个国家接壤，是集边境、山区、贫困、民族等特点为一体的省份。截至2016年底，云南省的贫困人口为363万，投入扶贫资金31.15亿元。

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云南中部偏西，是国家扶贫工作的重要地区。全州立足当地资源优势、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培育发展贫困地区的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增强贫困户的自我“造血”功能。2016年以来，累计投入各类资金44.75亿元用于产业扶贫，其中，专项资金3.31亿元，部门整合1.09亿元，群众和业主自筹5.82亿元，信贷资金33.38亿元，贫困村互助资金借款1.15亿元。扶持养殖业14.35亿元，扶持种植业17.43亿元，扶贫农产品加工业1.07亿元，扶持其他产业1.46亿元，扶持龙头企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10.44亿元，实现了产业扶持项目对有生产经营能力建档立卡贫困户“全覆盖”。扶持发展牲畜养殖18.06万头（只），禽类养殖201.76万羽，水产养殖28万亩；种植经济林果23.11万亩，经济作物11.82万亩，中药材4.55万亩，蔬菜3.77万亩；扶持农特产品加工1 296个、乡村旅游116个、新发展电商3个，扶持企业518个，扶持其他产业587个。大理州宾川县大营镇萂村贫困农户以5万元产业扶贫到户贷款入股，带动141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增收2万元左右。2016年全州投入培训资金1 600多万元开展各类培训班341期，培训2.9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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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调研区产业扶贫的参与主体：多主体协同


精准扶贫的概念提出之后，调研区政府开始转变扶贫思路，将精准扶贫思想融入到产业扶贫当中。例如：施甸县人民政府制定了《施甸县蓝心蔬菜产业精准扶贫试点示范基地建设实施方案》（施政办发〔2016〕16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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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心蔬菜产业试点估算总投资1 600万元，其中，财政专项扶贫资金280万元，精准扶贫贷款资金1 250万元，企业自筹70万元。方案计划根据需要扶持的对象，给予每户不超过5万元的贷款，贷款年利率6%，其中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贴息5%，承贷方承担1%，贷款期限为3年。并流转600亩土地，建设600亩水泥拱架大棚、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确保每亩蔬菜产值在3万元以上，辐射带动10个社区45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同时，要求公司保证每年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投入10%的收益，再结合土地流转租金和务工收入，实现加入此项目的贫困户短时间全面脱贫。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做好对各个参与方的监督，确保企业能真正带动贫困户参与并获取收益。

为有效促进高原特色农业的发展，施甸县委、县政府历时3年精准招商，成功引进云南万家欢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规划用5~8年时间，投资8亿元建成8万亩特色水果种植基地，种植突尼斯软籽石榴4万亩，新西兰苹果2万亩，美国蓝莓2万亩，通过采取“公司+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实行“统一提供种苗、统一种植标准、统一培训技术、统一加工包装、统一品牌销售”的产业发展策略，大力发展庄园农业、合作经济，在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联结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不断促进生产技术、生产方式、经营模式的提高和创新，实现一份土地三份收入（土地租金、打工收入、入股分红）。

腾冲市马站乡要求积极制定贫困村、贫困户脱贫发展计划，不能搞数字扶贫，对预脱贫户、贫困村进行实地核查，并对未达到脱贫指标的预脱贫户及时进行精准帮扶，确保贫困户、贫困村稳定退出。云华村红花油茶种植面积有4 000多亩，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红花油茶300多亩，贫困户可以通过发展红花油茶实现增收。同时云南腾冲极边茶业股份有限公司鼓励建档立卡贫困户种植生态乌龙茶，给予树苗补助、技术指导等支持，并负责茶户茶业收购，大大提升了农户的种植积极性。此外，依托当地的旅游资源，马站乡共开设农家乐22家，这些农家乐不仅有助于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而且是农产品销售的一个重要渠道，也可解决一部分贫困户的就业问题。2017年3月，为使云华村顺利脱贫，马站乡整合扶贫项目资金30万元用于发展云华村香椿、椿头等特色农产品，每户预计年收入1 400元，获益群众辐射全村243户贫困户。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给予了技术指导，在销售方面也通过利用淘宝等互联网销售平台，为贫困户的农产品提供多样化的销售渠道。

调研区政府在产业扶贫方面转变职能，重点做好规划、资金安排和监管方面的工作，不再大包大揽，根据地方特色资源做好产业规划，将产业资金安排到户，并实施精准监督。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通过建立一套合理的利益联合机制，在着重吸纳贫困户参与产业项目的同时，精准解决了贫困户发展产业项目的资金、技术、销售等问题，破除了贫困户发展产业困境。村两委则在引进企业后更多地注重将产业精准对接到每一户贫困户。


三、调研区产业扶贫的效果实现：生产要素的综合实现


祥云县的云南云龙大有实业有限公司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公司发挥车间生产和种植、养殖基地的用工优势，先后吸纳建档立卡贫困户183户、200多人到公司就业，每月基础工资为2 000元，根据完成计件工作情况发给绩效工资。公司还定期组织员工学习种植、养殖技术，组织劳动技能培训，从而强化员工的市场经济意识。公司还利用自身在全国的40个销售网络，广泛收集全国蔬菜市场供求信息，帮扶建档立卡贫困户发展订单农业，引导贫困户种植时令蔬菜及花椒、核桃等经济林果，养殖黑山羊、肉牛等。贫困户生产的产品由公司按照“市场价格低时按保护价收购，市场价格高时按市场价收购”的原则进行收购，为贫困户找到适合地区气候环境的致富增收之路。此外，公司在当地两个乡镇流转土地近10 000亩，按照每年1 300元的土地流转金计算（提前两年向农户支付土地流转金），每年共为流转土地农户增收1 300万元，既增加了农户的实际收入，也使公司加快了规模化种植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步伐，保障了公司的原料加工需求，实现了农民增收和公司发展的互利共赢。公司还将祥云县4个乡镇19个村民委员会的专业合作组织的800户建档立卡贫困户作为公司当年精准脱贫的对象。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以5万元的脱贫贷款基金入股参与企业生产经营，公司以每年每股不低于3 500元的红利兑付给参股农户，既探索了利用脱贫贷款资金入股企业，实现“产金共促”的脱贫模式，又使得贫困户得到真正的实惠。

调研区产业扶贫充分发挥了龙头企业和合作社的作用，在产业扶贫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下，企业利用自己的运行平台、技术和管理要素积极参与产业项目，在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在精准扶贫的思想指导下，产业扶贫改变了扶贫项目的实施方式以使贫困人口得到更多的收益。

第四节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

通过实践中的逻辑来看，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是政府、企业、村两委、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以及贫困户等主体立足于他们各自的行为动机，使其各自的土地、资本、劳动力、信息、服务等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到产业中，扶贫主体利用各自优势共同促进生产要素综合发挥作用，以促进贫困户脱贫致富，提升其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各主体的目标，最终达到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总体目标。


一、产业精准扶贫的主体


产业精准扶贫将包括贫困户在内的五个主体及其行为动机有机统一起来，并突出贫困户的主体性，通过各个主体参与，共同治理，推进精准扶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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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在产业精准扶贫中起主导作用

政府在产业精准扶贫中通过制定规划、安排资金、提供服务等方式，动员社会力量和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对中央政府而言，实现共同富裕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只有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才能实现；也只有解决好我国的贫困问题，才能在国际上赢得良好声誉。因此，精准扶贫是一项国家任务，需要政府牵头，做好各项扶贫调控和衔接工作，推进产业精准扶贫。

地方各级政府主导扶贫工作，主要是落实中央政策，完成地方政府的脱贫任务；服务于地方经济和辖区人民，推动贫困户有效脱贫，实现地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体现地方政府的政绩与绩效。在地方实践中，政府一是明确规划并实现精准考核，在引领、保障产业发展的同时也确保产业精准到户的扎实推进；二是资金扶持和监管精准。具体如下：第一，对贫困户，按不同产业项目和种植面积提供不同额度的贴息贷款和产业奖补资金；提供市场信息，帮助农户解决销路问题。第二，积极引进企业参与扶贫开发，明确只有吸纳贫困人口入社或是就业达到一定标准才在贷款和税收方面予以企业政策倾斜；对产业项目进行监管，将产业奖补资金分成多次发放，只有贫困人口参与发展的产业项目达到一定的存活率要求才能获得下一批资金；扶贫企业只有履行了合同，才能继续获得政府政策倾斜。第三，做好土地流转和完善基础设施等基础服务。

（二）企业参与产业精准扶贫，与政府和贫困户建立良好的联结机制

企业是产业精准扶贫的重要环节，尽管企业参与产业扶贫最主要的目的是实现盈利，但在实现盈利的同时也兼顾了社会责任。产业精准扶贫关键是要解决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的市场、资金、技术问题，以此来获得持续稳定的增收以实现脱贫致富。企业利用地方特色资源和其具备的运行平台、市场、技术等方面的优势经营产业，既能对接政府的产业发展规划，又能将贫困人口与市场联系起来。企业通过合同或订单形式在贫困农户发展产业过程中采取统一培训、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收购，并确定最低收购价和各方分红比例不仅切实解决了贫困人口发展产业经常遇到的市场、资金、技术方面的问题，而且完善了利益联结机制。一方面，企业肩负着社会责任和义务，通过承担扶贫社会责任可以提升企业形象，树立企业品牌，间接地提高企业利润；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参与扶贫项目扩大了市场和经营范围，能获得政府各种优惠政策的支持，有利于实现盈利目标。作为市场组织，企业的参与促进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较好地弥补了政府扶贫缺陷。

（三）充分发挥村两委的桥梁作用

村两委与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基层的扶贫信息最齐全，在产业精准扶贫中起着关键作用。村两委参与精准扶贫，在将产业项目精准落实到户的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自身在基层协调和资源对接方面的优势，整合和链接生产要素，服务村民。同时又能落实上级扶贫攻坚任务，为村民带来更多扶贫资源，提供更好的基本服务，促进贫困群众脱贫致富。

（四）扶贫工作队和第一书记是社会动员机制的重要载体

中央要求确保每个贫困村都有驻村工作队（组），每个贫困户都有帮扶责任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指出，把驻村入户扶贫作为培养锻炼干部特别是青年干部的重要渠道。实践中，驻村工作组和第一书记协助基层组织（重点是村组）贯彻落实党和政府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一方面利用其平台优势，获取外部资源，选择和引进企业，实现精准帮扶；另一方面则根据其对贫困人口实际情况的了解，帮助他们选择适合的产业项目和发展形式并将贫困人口与企业一一对接，动员群众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各项工作。这在帮助贫困村、贫困户脱贫致富中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五）贫困户为核心主体

贫困户是产业精准扶贫的直接受益者，理应成为主体参与到产业精准扶贫中，与各扶贫主体共同致力于脱贫致富。贫困户集精准扶贫主体和客体于一身，是脱贫致富的关键切入点。贫困户融入产业精准扶贫，需要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以提高脱贫致富的动力；同时，通过参与整个扶贫过程，既获得自我认可和自我提升，又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奠定基础。另外，应发挥贫困户的监督和反馈作用，促进精准扶贫政策调整，真正实现贫困户获益。


二、产业精准扶贫中各生产要素的作用及相互关系


马克思说：“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它们就必须结合起来。”
[9]

 生产要素是进行生产不可缺少的条件，但各种生产要素不能孤立发挥作用，而是要互相组合，使之得到充分利用，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现代西方经济学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企业家四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技术、信息也作为相对独立的要素并被投入生产。

（一）贫困户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

从产业扶贫到产业精准扶贫，后者主要强调贫困户自身生产要素的参与。贫困户目前拥有的主要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土地要素的参与一方面体现为贫困户自身利用土地的生产劳作。调研发现云南地处高海拔、低纬度地带，昼夜温差较大，雨量充沛，适合多种植物特别是果树和茶树的生长。另一方面体现为土地流转，部分外出的贫困户将闲置的土地以一定的租金租给企业来获取收益。劳动力要素体现为贫困户以务工的形式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获取劳动报酬。

（二）企业的平台、技术和管理要素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在产业精准扶贫过程中，企业的参与对于企业和贫困户来说，是个双赢的过程。企业利用自身在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管理经验、掌握的技术水平、销售渠道等，可以避免贫困户个体在产业发展中的困境，解决部分贫困户的就业问题。同时，贫困户的参与，为企业赢得了国家政策及资金的倾斜，也解决了部分用工问题。此外，政府借助于企业实现了扶贫的意图，企业也从中获得了难得的、快速扩张的机会。

（三）政府的资金、政策、信息要素

政府在扶贫政策的制定以及扶贫资金的支持上起主导作用，引导、协调、整合各类资源，促进社会资本进入，推动土地流转，吸纳贫困户参与，激活贫困地区的潜在资源禀赋，使其转化为现实的比较优势。

1.扶贫贴息贷款

国家每年从扶贫资金中拿出一定的比例进行贴息，对扶贫龙头企业、农业专业合作组织和贫困农户实行贴息贷款。2017年5月31日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委员会联合云南省财政厅发布的《关于做好微型企业培育工程贷款和贴息工作的通知》中指出，对2014 年4月1日后注册的云南省范围内的微型企业，自2017年1月1日起可申请微型企业培育工程贷款并享受贴息政策，优先扶持在园区落户的8大重点产业和符合国家环保政策的初创型微型企业。
[10]

 此外，2014年发布的《云南省扶贫到户小额贷款风险补偿金试点实施方案》中提出，为降低建档立卡贫困农户获得金融支持的门槛，决定在县级设立小额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由省级补助资金300万元，州、市补助100万元，县、市、区安排100万元，在县级设立小额贷款风险补偿专项资金，风险补偿金由县级财政在农村信用社开户存款，专项用于农村信用社向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发放小额贷款后产生的呆账代偿核销。呆账经认定后，用风险补偿金补偿80%，由农村信用社联合社承担20%。
[11]



2.小额信贷

“小额信贷”的概念源于孟加拉国，中国人民银行于2000年准许农村信用社试点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扶贫小额信贷是专门为建档立卡贫困户获得发展资金而量身定制的扶贫贷款产品。主要是为贫困户提供5万元以下、3年以内、免担保免抵押、基准利率放贷、财政贴息、县级建立风险补偿金的信用贷款。主要用于贫困户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光伏发电、乡村旅游等生产经营项目或支持贫困户带资入股参与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
[12]



3.农业保险

农业保险就是农业生产者在种植和饲养的过程中，在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造成经济损失时，保险公司对这部分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保险。2016年7月16日，国务院扶贫办负责人表示，要把保险纳入各级扶贫规划及政策支持体系。云南省目前对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保险保障，主要可以分为政策类保障和商业类保障两个方面，其中政策类保障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和社会医疗救助为主；商业类保障主要以地方政府统筹购买和农村贫困户自愿购买两类。2016年9月，云南省33家保险公司成立共保体，向全省建档立卡贫困村共计24 745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含2 494个非建档立卡贫困村驻村扶贫工作队长）捐赠总保额达136.83亿元的意外伤害保险。

第五节 结论与建议

本书基于对以上6个县的实地观察和对县、乡、村干部以及村民的访谈，研究总结出以下三点思考：


一、完善金融支持体系


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扶贫、金融精准扶贫紧密联系，将贫困户、企业、政府及金融机构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因为政府在整个扶贫工作中起主导作用，所以要注意过程中的风险管控。对于确定性风险，可以通过吸取国内外经验，做好预防和事前、事中控制；对于不确定性风险，例如产业发展中遭遇的自然灾害，也要做好相应的准备，确保扶贫成效。产业扶贫目前还在初始阶段，地方政府需要金融政策来进行招商引资，同时产品的生产变现又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资本的流动性很差。此外，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天然地缺乏资金，在扶贫过程中，除依靠政府金融部门的支持外，还要遵循经济规律才能解决问题。针对资金不足的现状，在金融支持体系建设的工作机制上，要着重解决以下方面的问题：首先，需要和当地龙头企业合作，或者组织当地生产者建立农业生产公司或专业合作社，利用其规模优势和已有的市场经验，提高生产的组织水平，保证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其次，要规避资金运作中的风险。为此需要加大信息技术投入力度和监管力度，利用充分掌握的信息化解资金运用中的风险。最后，推动农村生产要素市场建设，包括土地流转市场、生产资料市场、农业产品市场等，鼓励贫困农户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及入股等方式流转承包地。支持贫困农户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形式与其他农户组建合作社，按规定分红。在贫困农户自愿的基础上，鼓励流入方优先流转贫困农户的土地。
[13]




二、完善物流支撑体系


对比传统的产业扶贫工作，产业精准扶贫突出了贫困户及其生产要素的主体参与地位。政府、企业和合作社等组织合作为贫困户创造脱贫致富机会，贫困户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尊严地得到相应的物质报酬和精神满足，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扶贫的效果也可得以延续。目前，产业扶贫要想落到实处，最终必须要通过产品进入市场，获取收益。产品从贫困地区到消费者的手中，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物流。尤其是农产品的输出，大多要通过冷链来解决。但是，目前我国的冷链费用较高，这对农产品的销售是个很大的障碍。因此，完善道路交通建设和物流的市场化建设，是产业扶贫的保证。在物流建设的过程中，以冷链为例，要着重注意解决以下方面的问题：首先，要注重“链”的完整性建设。产品的保鲜需要全过程的配合和控制，各个环节之间需要相互协调，还需建立一套完整的责任追溯制度，以及第三方监控。其次，物流建设过程中，要注重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在此可以借鉴国外的成功案例，以政府财政的引导为主，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及其他金融组织，支持冷链物流企业的跨越式发展，进一步加强现代农产品物流的信息体系建设。最后，要注意物流设施的社会化。由于物流与道路交通等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因此，需要注重政府的导向作用。


三、多种扶贫方式相结合


产业扶贫应该与其他扶贫途径相结合，涉及村级道路通畅、安全饮水、农村电力保障、危房改造、特色产业增收、乡村旅游扶贫、教育扶贫、卫生和计划生育、文化建设和贫困村信息化。扶贫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应加大合作力度，因地制宜制定工作方案，坚持瞄准贫困户、贫困村，把行业部门资源向贫困村、贫困户集聚。对产业基地建设、居民点搬迁、相关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进行合理安排，各有侧重。尤其重要的是对贫困群体进行不定期的教育以及培训，这是提升他们自身素质和从业素质的关键，也是产业扶贫能够顺利进行的保证。现有的产业扶贫计划涉及的参与方较多，每一方都有其专业壁垒，加之产业扶贫的成败与市场的变化密切相关，因此，从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到基层从业者再到贫困户的培训都是必需的。在具体的实践中，培训的主题要忌假大空，脱离实际，要围绕实际中遇到的问题和新的技术需求来进行。在培训内容上，主要围绕贫困户在产业发展一线环节中的内容。在培训的形式上，由于贫困群体的自学能力相对较弱，出于能及时解答问题的考虑，教育培训要以当面教授为主，但为了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也要辅助于互联网工具。通过完善农业人才培养制度，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开展技术研发、实验、示范和推广等合作，带动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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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金融精准扶贫篇

第六章 国际金融扶贫领域相关扶贫经验与借鉴

消除贫困是促进世界繁荣发展的基础，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奠基石。早在2015年，世界银行就将贫困线从1.25美元上调至1.9美元，用以应对通货膨胀导致的货币购买力的变化。
[1]

 消除贫困虽艰难且复杂，但世界各国仍共谋良策，鉴于国际上贫困多归因于资金的缺乏，如何使资金最有效地运用于贫困户成为关键问题，因此世界各国都因地制宜实施了不同的金融精准扶贫措施。

第一节 国际相关扶贫措施

世界各国积极开展各形各色的金融扶贫措施，其中通过普惠金融惠及贫困户与对低收入贫困户推行小额信贷较为典型，这也是多国采用并推进的措施。


一、借力普惠金融反贫困


早在2005年，联合国就已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随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断推进，世界各国已将普惠金融措施上升至消除贫困、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地位。各国推行普惠金融的进程不一，墨西哥、巴西、菲律宾属于开展较早且取得一定成效的国家。

（一）墨西哥普惠金融措施

根据2017年7月1日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年世界各国GDP及人口数据，2016年墨西哥GDP实现1.05万亿美元，人均GDP 为8 201美元，排名南美洲第二。此成效得益于墨西哥积极响应联合国、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号召，较早实施普惠金融工作。

1.普惠金融的定义

在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的同时，墨西哥积极响应号召，将普惠金融运用于实践中，促使金融惠及贫困地区。墨西哥银行在《普惠金融报告》中给出了普惠金融的定义，即在监管范围内，居民能使用金融产品，体验金融服务，获取准确的金融信息用以使用金融产品与服务。

2.推行普惠金融的具体措施

墨西哥通过建立政策领导基础、创新金融机构体系与重视数据统计分析三方面，引导金融资金走向需求度最高、金融资源最薄弱的领域，最终取得巨大成效。

第一，建立政策领导基础。墨西哥自2005年起就公布推行普惠金融政策，2011年签订了《玛雅宣言》，即正式承诺墨西哥将实现普惠金融，此次里程碑式的签订行为为国家顶层设计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促进了墨西哥金融监管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墨西哥成立了普惠金融国家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设立普惠金融的目标，制定实现普惠金融战略的具体战术，同时建立从中央至地方的积极推进策略。除了普惠金融国家委员会，墨西哥还成立了国家金融扫盲委员会、保护消费者国家委员会，多管齐下，各委员会相互监督、相互促进，奠定了普惠金融的宏观理念基础。
[2]



第二，创新金融机构体系。墨西哥的金融机构可分为发展性金融机构与商业性金融机构，发展性金融机构包括6家政策性银行与公共信托基金等机构。因此，墨西哥对发展性金融机构的定位是为贫困户筹集资金与增加信用担保，以此来保障贫困地区人民获取资金的途径。对商业性金融机构的定位则是为贫困居民提供存贷业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可分为大型商业银行机构，可通过与政府合作成立公共信托基金，从而从大方向促进普惠金融的实现；除大型商业银行外的非银行机构可称为小型私营信贷机构，小型私营信贷机构可针对性地聚焦薄弱、贫困领域，有服务社区的社区金融机构，服务贫困户的合作信贷与储蓄机构。通过多层次金融机构的相互协调，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金融机构体系。

第三，重视数据统计分析。为了获取最全面的普惠金融相关数据，墨西哥银行与证券委员会共谋建立普惠金融统计体系。一方面，该统计体系能对最新数据进行处理，体现普惠金融供给端的供给与需求端的需求，可以发现是否实现供需平衡；另一方面，该体系实时反映普惠金融实施效果，让战略制定者对整体情况有清晰的认识。除了最全面的统计分析体系，为了获取一手数据，墨西哥国家统计局还对全国普惠金融需求端实施了3年一次的普惠金融调查，通过直接调研的数据为制定最适宜的普惠金融措施提供有力支持。

（二）菲律宾普惠金融措施

2017年菲律宾经济强势收官，GDP实现6.7%的高速增长，此成就预示着2018年经济看涨。2017年底菲律宾签订《税制改革加速包容法案》，此法案成为菲律宾降低贫困率的主要手段。早在普惠金融提出初期，菲律宾便积极投身于实现普惠金融愿景的进程中，时至今日，也依旧为实现普惠金融尽心尽力。

1.普惠金融的定义

菲律宾对普惠金融的定义包括两方面：一是普惠金融代表全国居民可通过金融服务体系获取所有的相关信息；二是全国居民可获取对自身具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金融产品与金融体系的完善预示普惠金融的实现。

2.推行普惠金融的具体措施

菲律宾除了实现国家政策与经济机构的完善，还从实现金融产品多样化，推行金融知识宣传、教育，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等多方面实现普惠金融。

第一，实现金融产品多样化。菲律宾为了使全国人民都能获取合适的金融产品，首先推行了简易账户。简易账户无最低存款限制、无身份户籍等相关要求，因而降低了开户条件，所有有意向参与金融服务的居民均能参与其中。除了简易账户，菲律宾建立了微型信用机构，该机构主要用于为小型机构提供贷款，微型金融机构简化了贷款流程，降低了贷款手续费。与之相配套使用的还有微型金融数据共享系统，通过直观、全面的数据为小型机构提供参考，同时金融数据共享系统还将所有收费信息透明化，充分保障小型企业的借贷利益。

第二，推行金融知识宣传、教育。为了使居民积极投身于普惠金融的建设中，菲律宾的金融教育从儿童开始。菲律宾政府推行儿童金融教育制度化，对儿童、青少年开展金融教育项目，通过课堂、小组作业、老师与学生间的沟通，传授金融知识，帮助居民从小就了解金融相关知识，以便长大后做出正确的金融决策。此外，菲律宾银行等金融机构在政府的指引下创新金融产品，开发了许多针对儿童、青少年的金融产品，可以使儿童在实践中增进对金融的了解。

第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普惠金融的实现需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因而菲律宾政府成立金融消费者事务所。一方面做到积极收集消费者的评论及建议，了解公众对金融产品的真实评价；另一方面则是对消费者反馈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处理，对消费者有一个合理交代。通过问题的反馈与交流，提高消费者的金融意识，使其用更合理的心态与方法对待投资与储蓄，为全国营造一个最佳的金融消费环境。


二、小额贷款改善贫困现状


20世纪70—80年代，小额信贷的初步成功成为金融扶贫里程碑式的进步，在这之前，国际上为了消除贫困，对穷人提供信贷服务的尝试比比皆是，但效果不尽如人意。小额信贷的提出，不仅为贫困户提供了脱贫途径，还为各种类型的金融机构提供了发展机会。

小额信贷专指对低收入户提供小额度的信用贷款服务，它与普通借贷最大的区别即目标人群是贫困或低收入的居民，同时小额信贷也面向需要帮扶的小微企业。
[3]

 小额信贷模式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在为贫困户提供帮扶的同时，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开辟新渠道，因而此金融扶贫新模式在国际上受到广泛推崇。

（一）孟加拉国的小额信贷措施

孟加拉国早在1976年就建立民间信贷服务金融组织，如今已成为最为成功的扶贫基金项目。该项目的发起人即孟加拉国吉大港大学经济学教授尤努斯，他当时以自身财产作担保，说服孟加拉国一家当地银行向贫困居民放贷，之后贷款按时回收。尤努斯在政府的财政支持下成立了乡村银行，尤努斯也因乡村银行金融扶贫的成功与利用底层群众推动经济发展的理念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
[4]



孟加拉国乡村银行的运行模式可细分为以下三点：

第一，借款人组团担保。因借款人皆为贫困户或低收入群体，所以借款人担保资质较差，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实行连带责任制。每五名借款人分为一个小组，小组间实行互相担保借贷的模式，若其中一人信用不良，到期无法偿还贷款金额，该组其他成员则须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通过借款人组团担保模式降低了金融机构借贷业务发生不良贷款的风险，同时组团担保时借款人互相已有了解，才会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此过程可类比于对借款人信用做了初步筛选。

第二，分期还款制度。孟加拉国乡村银行实行整贷零取策略，贷款后一周开始对本金与利息总额进行分期还款，还款期限一般为一年。通常情况下，乡村银行会将本金与贷款利息加总后除以50来计算每周的还款额。此种模式简化了造成不良贷款的风险，并且能及时发现不良贷款，对没有按时还款的居民进行催收，同时降低此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进而将其踢出信用贷款人名单。

第三，贷款额度依据信誉变化。乡村银行针对的目标客户群体是贫苦户或低收入群体，此类借款人还款能力弱，因而首次组团担保放贷金额较低。但随着借款人按时分期还款，直至偿还所有借款，借款人的信用额度就会上升，当借款人再次申请小额信贷时，贷款额度则会随着其信用额度的上升而提高。

（二）泰国的小额信贷措施

泰国结合当地城乡发展情况，其小额信贷措施主要与城乡发展基金模式相结合。因为贫困户的还款能力弱，信用担保不足，所以泰国以城乡发展基金的模式对小额信贷进行担保。

1.城乡发展基金的构成

早在2001年，泰国政府就宣布成立城乡发展基金，该基金是泰国政府提供给泰国农村与城镇贫困居民的无期限偿还的信用贷款。其中基金分配由中央政府负责；基金的运行原则由国家城乡发展基金委员会与城乡委员会一同制定；其他部分由村庄委员会与基金委员会的会员进行自我约束管理。城乡发展基金始终独立运作，运行操作不受官方干涉，政府仅仅行使分配权力，但城乡发展基金属于中央财政，若出现不良贷款，由中央财政补贴承担。

2.城乡发展基金的运行机制

城乡发展基金秉持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原则，有其自身的基金委员会，并采用会员制，仅会员才能通过基金委员会进行小额信贷。基金委员会会员要求具有当地户口，在村里居住超过一年，年满18岁，无任何信用不良记录，只要满足以上四条，就可参与到小额信贷中。

城乡发展基金运行包括以下步骤：会员向基金委员会提交小额贷款申请，委员会对会员提交的申请进行审核，将审核结果通知会员，若审核不通过，提醒会员改良不足，若审核通过，通知会员签订贷款合同，最后委员会通知银行从基金总额中拨钱划至会员储蓄账户，会员便可使用贷款资金进行投资与生产。

第二节 经验借鉴

国际上金融扶贫开始较早，许多经验值得我国参考与借鉴，无论是墨西哥与菲律宾的普惠金融措施，还是孟加拉国、泰国通过小额信贷改善贫困地区生活水平，此类成功经验都是值得我国学习与借鉴的宝贵财富。


一、完善宏观指引，提升执行力


国家脱贫的实现，离不开底层金融的发展，底层金融的发展，必须依靠宏观政策的引导。

（一）政府制定政策，提升扶贫执行力

自发进行的扶贫考验的是人性的善良与个体的能力，而政府推动下的扶贫，不仅给自发进行的扶贫提供坚强后盾，还推动不自发的扶贫行为。我国应借鉴国际金融扶贫取得较好效果的国家的经验，进一步优化与细化金融扶贫政策方案，提升扶贫执行力。

（二）政府完善监督管理措施

政府不仅需要制定详细的金融扶贫政策，还需积极完善监督管理措施。“输血式”金融扶贫的扶贫力度与扶贫效果欠佳，因而如今政府多采用“造血式”金融扶贫，但在“造血式”金融扶贫中涉及资金的流转，如小额贷款给农户，农户是否能通过投资、生产造血并在获取收益后偿还贷款。此过程需要政府配套监督管理措施，以提升资金运转的透明性。


二、健全金融机构体系，发挥增信、扶持功能


我国也一直在实现普惠金融的道路上前行，普惠金融的构建应从机构建设开始，无论是大型金融机构，还是中小型民间金融机构，都需要在普惠金融的蓝图中发挥各自的价值。

（一）大型金融机构实现增信功能

中国的大型金融机构如政策性银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等，此类金融机构在中国的金融发展中影响深远。因而向墨西哥学习，大型金融机构增加信用担保机制，为贫困户的小额借贷提供信用担保，则是促进经济发展，消除贫困的有力途径。

（二）民间金融机构完善多层扶持

中国早年间以大型金融机构为主，民间金融机构相对欠缺，但实现普惠金融需要全国发力，仅仅依靠政府与大型金融机构，不能解决所有贫困问题。因而，我国应积极促进公众自发建立民间金融机构，通过合理的风险防控措施为贫困地区提供小额贷款。公众自发建立的民间金融机构所需成本较少，可以覆盖到全国各地，使小额信贷在全国得到更全面的推广。


三、扶贫加大创新，扶贫产品多形式化


金融扶贫不止需要政策引导、机构支持，产品的创新发展也至关重要。国际上积极创新，有基金牵头的泰国、农村银行引导的孟加拉国，除了小额信贷模式上的创新，菲律宾也推行简易账户、微型金融信贷机构等具有借鉴性的产品创新。

（一）发展基金帮扶

发展基金可以在系统管理的基础上实现有担保的信贷帮扶，基金可以实现风险共担。基金的发起应由政府牵头，政府将扶贫资金以基金的形式进行小额借贷，政府作为基金发起方，可以号召金融机构参与其中，增大基金体量，进行市场化利率的放贷，同时由政府承担担保责任，对符合小额贷款要求的贫困户给予资金帮扶。

（二）创新扶贫产品

国际创新扶贫产品最值得借鉴的是推行简易账户，简易账户是贫困户参与金融交易的入口，简易账户为“造血式”扶贫做了铺垫。我国开户要求较严，因而推行简易账户可实现金融对贫困地区人民的开放。此外，金融产品的创新也非常重要，中国贫困人口多，致贫因素复杂，因此金融帮扶产品应具有多样化，可供居民自己选择。多样化可以体现在利率、还款期限、借贷额度等多个方面，以此实现最具针对性的金融帮扶。


四、加大金融知识宣传与教育，维护消费者权益


贫困地区最缺乏的不仅是资金，还有教育，对金融知识的基本了解是贫困居民保护自己在金融洪流中获利的基础。

（一）加大金融知识宣传

贫困地区因资源有限，教育十分薄弱，贫困户虽然对生产生活有着实践认识，但对金融交易知识却很陌生。金融扶贫先要让贫困户吸收金融知识，使贫困户有了基本的金融理念再积极参与到小额信贷中，从“输血式”的资金帮扶中解放出来，进入自力更生的新时代。用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借贷资金，积极投入生产与投资，用获取的收益偿还贷款。所以提高全民金融素养非常重要，这是降低政府与金融机构借贷压力的保障。

（二）维护消费者权益

贫困户在接受金融帮扶中，会受到信用评级机构的认定，在此过程中，贫困户的消费情况必须受到保护，有了基础保护才能增加贫困户的信誉。针对民间机构提供小额借贷的情况，全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可提升借贷的公平性，避免金融机构的营利性目标侵犯贫困居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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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金融精准扶贫在我国的具体实施

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提出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为落实精准扶贫，全国各省市贫困区执行“建档立卡”制度，将瞄准对象由单位转为贫困个体。资金作为主要发展要素，是贫困个体生产发展的支柱，因而扶贫工作离不开金融支持。在扶贫开发历程中，金融精准扶贫充当着重要角色，是帮助贫困地区实现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

第一节 金融精准扶贫概述


一、金融精准扶贫的内涵


当下各界对金融扶贫并无统一界定，现有概念大多是通过对先前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得出，因而只能形成一个描述性框架，无法形成一个广泛认定的概念。

金融精准扶贫是金融扶贫与精准扶贫结合的产物。金融扶贫指通过保险、信贷等金融工具，运用杠杆效应，对具有贷款需求的农户提供贷款。其与财政扶贫最大的不同即是由市场主导，政府从主导变为引导，同时由“输血式”扶贫模式转变为“造血式”扶贫模式。精准扶贫践行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等“六个精准”的原则，将其贯穿于金融扶贫中，实现对不同层次贫困人口的金融精准扶贫，从而为贫困地区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等提供最全面的资金支持，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


二、金融精准扶贫的特征


金融精准扶贫主要有以下五个特征：以金融机构为主导、运用资金循环方式、坚持维护市场机制、实现目标精准、鼓励贫困户自我提高与发展。

第一是以金融机构为主导。金融精准扶贫告别了财政扶贫模式下的政府层层推进，而主要依赖于不同村镇的金融机构，将各地的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整合起来，构成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体系向贫困户提供小额信贷等金融服务，贫困户将贷款资金投入到产业、教育中，从而实现长期收益。通过此种途径，金融机构为贫困户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带来最光明的生存希望。

第二是运用资金循环方式。以往的财政扶贫是通过一次性的“输血式”补贴，而当下的金融精准扶贫则是通过“造血式”实现资金循环，注重扶贫的长效机制。金融精准扶贫只要能实现贫困户间的资金循环，整个村镇的商业良性运作就能逐步实现，从而实现贫困户脱贫与整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是坚持维护市场机制。以往的扶贫主要是靠政府推动，当下的金融扶贫则主要依靠市场推动。为做到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风险，提供给贫困户的小额贷款利率要符合市场利率，降低金融机构承担的风险，使整个扶贫能够自发运作，还要对还贷风险做好准备，并非政府买单。同时支持各类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而不仅仅局限于以往的银行等金融机构，顺应市场发展趋势，支持P2P小额借贷公司等进入扶贫队伍中。

第四是实现目标精准。金融精准扶贫相较于以往的金融扶贫更强调精准性，避免金融资金的不精准与错配。资源错配可以分为两类：集约型资源错配与广义的资源错配。消除集约型资源错配指将所有的资源在生产者中重新配置，实现最优产出；而消除广义的资源错配指引入新的、更具效率的生产者，使资源得到更优产出。
[1]

 因而脱贫资金也应从两条途径实现最佳用途：一是分配到成效更好的项目与个体中；二是引入更优化的金融模式，实现金融精准扶贫。

第五是鼓励贫困户自我提高与发展。贫困户长期接受“输血式”帮扶，大多丧失劳动能力，仅仅依靠政府的直接资金补助生活，但此心态无法实现真正的脱贫，因而金融精准扶贫应把重心放到有意愿、有能力靠自己的双手实现长期发展的贫困户上，通过金融借贷等模式，给予贫困户致富的渠道，让部分想自我提高与发展的贫困户先富起来，再带动所有贫困户与整村一同富裕。


三、金融精准扶贫与普惠金融


早在2005年联合国就提出“构建普惠金融体系”，这既是一种理念创新，又是一种制度创新。我们直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发展普惠金融”写入报告，才开始政策面的实施。要实现普惠金融，金融精准扶贫的实施效果是决胜关键，有了金融精准扶贫实现点的突破，才能构建普惠金融线与面的成功。

金融精准扶贫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途径。
[2]

 普惠金融倡导构建全面的、多方位的为所有阶层与群体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其中贫困人口部分是普惠金融最不可即之地，而金融精准扶贫则是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帮扶贫困人口，因而金融精准扶贫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途径。

金融精准扶贫是发展普惠金融的客观要求。为了让贫困地区的居民享受到平等的经济发展，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实现普惠金融，需利用金融精准扶贫途径实现金融服务惠及所有城镇、农村，特别是贫困村。金融精准扶贫具有长效性，相对于“输血式”帮扶更能保证脱贫效果，通过“造血式”扶贫不断巩固扶贫成效，是实现普惠金融长期效应的必要条件。


四、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梳理


部分金融精准扶贫政策详见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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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1 金融精准扶贫政策梳理

[image: picture]


续前表

第二节 普惠金融视角下金融精准扶贫供求分析

早在2005年，构建普惠金融体系就已成为全球共识，全球会议也将构建普惠金融提上国际日程。2016年，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再次将普惠金融作为重要议题提出，强调了构建普惠金融体系的重要性。普惠金融作为一个权威的金融服务体系，超越了微型金融与小额信贷，覆盖了不同收入群体，也囊括了不同金融产品。普惠金融的提出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全球大量贫困户无法参与基础的金融活动，因为自身资金不足，他们无法提供担保物申请小额贷款或参与金融投融资等活动，从而使其祖祖辈辈陷入贫困的循环中。因此，提倡普惠金融，做好金融精准扶贫是解决贫困循环问题的重要途径，也对全球经济发展，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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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我国农村不同等级人均收入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2017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一、金融精准扶贫的需求主体


金融扶贫的需求主体可以分为农户和农村企业两大类。此处农户主要指贫困户与温饱型农户。根据国家对贫困户的划分标准，人均年收入低于1 205元的家庭被视为贫困家庭；温饱型农户，指能够获得一定收入的农村居民。根据所能获得的收入农村居民可被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低收入户、中等偏下户、中等收入户、中等偏上户、高收入户，其中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仅够满足自身温饱（见图7-1），顾名思义属于温饱型农户。农村企业作为需求主体则指初创企业与龙头企业。初创企业是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发展优势产业可以为贫困户开发新路径，因此也需要金融扶贫；龙头企业则是贫困户的希望，在金融扶贫帮助下，龙头企业能够更大限度地帮助贫困户脱贫，有了龙头企业的带动，农户脱贫将更有保障。

因农户与农村企业有其自身经营特征，因而满足其需求的金融扶贫也应具备与之对应的特征，需求特征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点：

第一，金融扶贫需求力度强。农户与农村企业都希望通过金融扶贫获得“造血式”帮扶，因而拓宽金融供给机构已是缓解需求的主要途径。贫困户开始民间借贷，通过利用民间金融机构借贷的扶贫资金实现持续性生产，改变贫困恶性循环的现状。但当下大量资金需求无法完全得到满足，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有所发展但依然存在很大局限，没有实现普惠。

第二，金融扶贫需求风险大。需求主体将金融扶贫资金主要用于农产品上，而农产品的种植因为天气原因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若以小额信贷方式进行金融帮扶，则会导致农户还款能力受限，有造成不良资产的风险。除了天气原因，农产品的季节性也会导致农户需要资金的时间相对集中，期限相对固定，因此金融机构推出金融产品时存在诸多限制。

第三，金融扶贫收益低、成本高。金融机构在对农户与农村企业进行金融扶贫过程中，实质违背了企业追求盈利的原则，因为对农户进行金融借贷或出售金融产品，自身资产储备薄弱的农户偏向小额贷款，不敢进行大规模的借贷，而且借贷利息与借贷期限都是从惠民角度出发的，从而导致参与金融扶贫的企业收益低。此外，对于初次接触金融借贷与金融产品的农户，必须提供完善的管理和全面的咨询服务，因而管理费用会相对偏高，形成低收益、高成本的局面。

第四，金融扶贫需求主要用于食物与居住上，但近两年农户收入也较多投入到医疗保健与交通通信上。从图7-2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居民用于医疗保健的支出从2011年到2015年增加了接近一倍，除了医疗与交通，文教类总支出也呈现上升趋势，主要因为农户的思想意识提高，更注重儿女的教育，希望通过教育投资，让家庭摆脱贫困。2012年以后，许多农户则把资金从生活性支出转向生产性支出，更加相信技术的力量，通过生产性借贷，学习培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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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我国农村人均支出分配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08-2017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五，金融扶贫需求主体希望实现信用担保借贷。作为贫困户，自有资产非常有限，因而无法为自身申请的信贷资金提供担保。当下，信用担保并没有实现，所以需求主体获取金融扶贫仍有许多限制。

当下贫困户对金融扶贫需求力度大，从生活性需求逐渐转向生产性需求，而金融扶贫因气候、季节限制存在较高风险与较高成本，同时由于农户自有资产的限制，无法向正规金融机构提供合规担保物，因而转向民间金融机构申请金融扶贫。以上五点形象地描述了需求主体的特征，也间接说明金融扶贫需要满足这些特征。


二、金融精准扶贫的供给主体


供给主体即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资金来源的不同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正规金融机构，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中小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与邮政储蓄银行等；第二类是民间与官民合办的金融组织机构，包括民营借贷公司、P2P借贷平台等。

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指银行，早在1848年，英国人最先在中国打开了银行业的大门，成立了东云银行，到1896年，首个中国自营银行诞生，即中国通商银行，随后交通银行、中国银行等由官僚资本控制的银行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3年银监会成立，金融体系逐渐形成以“一行三会”为核心，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金融中介机构体系新格局。“一行”指中国人民银行，“三会”分别指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又包括大型商业银行、三大国家政策性银行、股份制银行、中小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与邮政储蓄银行等几类。大型商业银行是指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其中中国银行成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912年，最晚的是中国工商银行，负责中国人民银行拆分出的工商借贷业务。除了大型商业银行，许多中小商业银行也相继成立，已经上市的有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兴业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八家。城市商业银行中如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都已上市且发展较好。时至今日，我国的商业银行体系已日渐完善，也积极参与到金融扶贫的队伍中。

民办金融机构则主要包括一些小额信贷公司，因为国家针对大型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出台了许多政策，其中明确限定其贷款利率、贷款期限与贷款抵押物种类，因此正规金融机构在政府主导下存在很多局限性。相比之下，小额信贷的日常运作则更为机动，为贫困户提供了资金来源，通过散贷散存的方式充分使用农户资产，也为农户与农村企业提供更合适的借贷额度与还款期限。但小额贷款机构仍存在许多局限性，虽然其成立需要经过政府部门登记注册，但因其受到规模性与规范性的限制，无法进行融资，所以资金成本相对较高，业务模式拓展受限。面对这样的局面，小额信贷公司参与金融扶贫也是困难重重。在新技术发展迅猛的21世纪，互联网金融依托云计算，借助大数据，利用高新技术成为新时代宠儿。早在20世纪末互联网金融就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20多年的成长，其影响力逐渐增强，也为日常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P2P网贷平台是一种点对点的借贷服务，去除了中间商，实现借贷双方直接沟通、交易。通过平台集结，借方和贷方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双方可以通过该平台借贷所有闲余资金，提高了资金的配置效率，通过P2P平台也可以将筹集的资金分散借贷，起到风险分担的作用。通过P2P形式，农户与农村企业可以用更实惠的方式参与借贷。P2P网贷平台惠民的两大重要原因：一是手续便捷，P2P平台借贷流程简单，仅仅需要注册个人信息即可实现，而且操作流程简单，可节约时间成本；二是进入门槛低，借贷资金数额不限，可以依照个人所需进行小额贷款。有了互联网金融的参与，民间借贷也成为金融扶贫的主流力量。

两类供给主体在供给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从而导致金融扶贫存在诸多限制。第一，规范的金融扶贫机构缺乏普惠性。金融扶贫机构在参与扶贫时由于考虑农户与农村企业的还款能力，可能在放贷时顾虑太多，缺乏普惠性，所以在一些农户需求下就会催生地下钱庄、民间借贷等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而政府对地下钱庄等机构进行打压，因此总体上规范性的金融机构仍无法完全满足农户需求。第二，银行业业务种类多元造成扶贫精力有限。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不仅需要关注国内业务，也要积极地参与到国际业务中。政策性银行都有自身主要业务，如进出口银行需要将资金投放于进出口外贸业务上，国家开发银行要把更大的精力投身于基础设施建设，因为自身业务的牵绊，对金融扶贫的关注度和投入程度则会降低。第三，各金融机构因为能力与精力有限，无法积极参与金融扶贫产品的设计与创新。换言之，也就无法开发与推行出针对不同类型的农户与农村企业的产品。此外，对于一些村镇银行与农村信用社，因为机构地处农村或贫困乡镇，自身技术存在局限性，同时缺少培训机构，无法培养出技术性人才，也就无法对金融产品进行创新。


三、金融精准扶贫供求模型


通过对金融扶贫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的理论分析，可以看出需求主体存在许多要求，供给主体存在许多局限。下文将通过数量化分析两者是否处于平衡状态。

（一）金融扶贫的供给模型

在自由市场经济下，每一个供给方在提供产品与服务前必须要考虑成本与收益，收益大于成本，可以为自身获取利润，或成本大于收益，参与此项目会导致亏损。

假设金融扶贫供给主体的贷款利率为r
 ，存款利率为i
 ，需求主体向供给主体申请贷款作为金融帮扶的概率为p
 ，若金融供给主体发放贷款后，需考虑贷款回收的可能性，则假设贷款人按期还款的可能性为e
 ，同时假定作为金融扶贫的放贷金额为z
 ，因为放贷后存在催收、盘活等后续费用，在此将其统称为管理成本c
 。若不考虑其他外在因素，金融扶贫供给机构进行金融帮扶的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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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实现金融帮扶供给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贷款利率r
 则须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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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式可以看出若供给主体所能获取的信息有限，无法确定最合适的贷款利率，则只能根据实际操作过程中成本与需求主体的需求力度来确定贷款利率，使自身所获取的利润最大化。若c
 '为正，则管理成本c
 越高，贷款利率r
 越高，管理成本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贷款规模，贷款总规模越大，供给方所花费的管理成本就越大，显然若供给方付出了高额的管理费用，则希望通过高贷款利率下回收的利息进行补偿；若c
 '为负，需求主体按期还款的可能性e
 与贷款利率r
 呈反比，还款可能性e
 越大，则贷款利率r
 越小，因为回收可能性反映着贷款的风险性，回收可能性高预示着金融扶贫行为对于供给主体的风险小，因而可以降低利率，缩短回收期限，保证本金与利息收入，然而若供给方发放贷款后回收的可能性较小，则供给方所承担的风险较大，因此面对高风险，理应获取高利润，所以供给方会提高贷款利率，来应对贷款高风险。

（二）金融扶贫的需求模型

金融扶贫的需求主体在向金融扶贫供给机构寻求帮扶时，已从原始的政府“输血式”帮扶转为自救为主的“造血式”帮扶，而当下金融机构的帮扶形式虽在不断拓宽，金融产品也逐渐多元化，但很多地区还是因自身条件的约束，需求得不到满足。如今的金融扶贫还是以小额借贷形式为主，需求主体主要从供给机构获得借贷资金。当下需求主体可从两类供给主体获得资金帮扶，一类是正规金融机构，另一类是民营与官民合办的金融机构。所以在分析中本书假设只存在需求者与两类机构的间接融资业务。

假设需求主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概率为p
 ，与之对应的贷款利率为R
 ，因为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贷款需要提供自身信息与相关文件，所以会耗费许多行政费用，而所付出的费用与需求主体自身的规模有关。若是一个龙头产业，则须支付较多的行政费用才能整理出较全的信息；若是一个低收入农户，对自身资产做出简单说明即可，无须付出较多成本，所以假设所支付的行政费用为c
 。同时行政费用也受需求主体的规模与形式的影响，从民营与官民合办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概率为（1-p
 ），与之对应的平均贷款利率为r
 ，显然r
 > R
 ，因为正规的金融机构利率是经过政府审核后相对利民的利率，所以其贷款利率低于民营机构的借贷利率。然而民间借贷机构相对于大型金融机构所需审核信息偏少，因而需求主体也无须花费过多费用，所以将行政费用忽略不计。作为需求主体，无论是农户还是农村企业，自身都有劳动产出，因而把劳动收益记为Y
 ，同时贷款规模为s
 。通过以上假设可以得出需求主体期望利润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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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使需求主体利润最大化，民间与官民合营机构的借贷利率r
 须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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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式7-4中可以看出，需求主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概率越高，民营机构与官民合营机构提供贷款所收取的利率r
 则越低；反之，需求主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概率越低，民营机构与官民合营机构所收取的利率r
 则越高，两者呈现反向关系。

从上文供给模型看，管理成本越高，供给主体为了弥补高成本的损失，提供借贷的贷款利率越高，同时贷款回收的可能性越小，供给主体提供贷款所承担的风险则越大，相应的贷款利率越高。从需求模型看，需求主体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概率越低，民营机构放贷所收取的利率r
 则越高。


四、金融扶贫供求失衡的现状及原因


（一）金融扶贫供求失衡的现状

当下金融扶贫对象以贫困户为主，贫困户多为温饱担忧，自有资产不足以提供借贷担保，同时因为资金限制，从小缺乏教育，借贷还款意识不强，因而金融扶贫供给方若对其放贷，其还款的不确定性导致所花费的管理成本较高。从供给模型看，管理费用的增加与还款可能性偏低促使金融机构提高放贷利率。面对需求主体自身担保的有限性，正规的金融机构在参与金融扶贫过程中也会更加谨慎，导致需求者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资金帮扶的程度有限，更多地需要求助于民营金融机构与官民合办金融机构。从需求模型看，需求者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资金的概率低导致民营金融机构提升放贷利率。由此可以看出当前金融扶贫贷款利率偏高，贷款利率持续上升给农户与农村企业带来巨大压力，也间接反映如今供求失衡的现状。

金融扶贫供求呈现失衡现状，具体体现为以下三方面：金融扶贫产品与需求偏差错位，金融机构农村存贷差逐年上升，贷款额度、期限与需求不符。

1.金融扶贫产品与需求偏差错位

金融扶贫需求主体主要为农户与农村企业。其中贫困户希望通过金融帮扶解决温饱问题；温饱户希望通过金融帮扶参与产业生产，如在云南省保山市施甸县，施甸德青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政府与金融机构的帮扶下大规模建饲料厂、养鸡场等，同时农户可以利用小额借贷资金参与入股，后期参与盈利分红。初创企业希望通过金融帮扶投资发展新产业；龙头企业则希望通过金融帮扶扩大产业影响力，进一步实现对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带动。如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利用金融扶贫基金引进禇橙种植，通过禇橙名声的带动，为当地建档立卡户实现四份收入，分别为地租收入、种植管理收入、禇橙提成收入、有机肥买卖收入，从而推动龙陵县在脱贫致富路上前行。然而需求主体的需求与金融机构提供的帮扶存在部分偏差，正规金融机构在给予金融帮扶时不能全面考虑，无法推出与需求相对应的金融产品，导致扶贫资金会存在错位等现象，形成金融扶贫需求主体不能获得合适的帮扶与金融机构有资金却不知该往何处放贷的局面，金融扶贫供求双方呈现失衡状态。

2.金融机构农村存贷差逐年上升

供求失衡还体现在金融机构农村存贷差不断增大上。从全国村镇银行2010—2014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存款额逐年递增，但增幅递减，从2011年的128%降到2014年的25%；贷款额增幅也逐年递减，从2011年的119%降到2014年的34%，不过存款额变动幅度比贷款额要大；同时存贷差额也逐渐增大，从2010年存款额比贷款额高148亿元，到2014年存贷差额达到921亿元，增幅达到522%，巨大的增幅体现了农村金融机构存贷差额的日益增大。虽然农户与农村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增大，但农村金融机构存款增加额却大于贷款增加额，说明农村金融机构里许多资金并没有被充分利用，从侧面反映了金融扶贫供求呈现失衡状态（见表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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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2010—2014年村镇银行存贷差额变动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3.贷款额度、期限与需求不符

正规的金融机构在参与金融扶贫过程中，总是预设好扶贫资金数额与扶贫资金的借贷年限，这与需求主体的需求存在差异。如浦发银行推出的浦发基金，属于银行与政府协作的扶贫发展基金，浦发基金投入较高，总额达到100亿元，截至2017年已使用70多亿元。浦发银行首先选择武陵山片区作为试点运行，但其强调4年之内付息，4~10年还本付息。虽然从宏观角度考虑，浦发基金额度与期限都比较合理，但未来总是未知的。金融扶贫需求主体的还款能力并不一定能够保证4~10年，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户与农村企业会存在差异。当下农业发展银行基金与国家开发银行基金等也相继推出，但从上而下的额度与期限设定极易导致金融扶贫的供给方与需求方存在不平衡现象。

（二）金融扶贫供求失衡原因分析

金融扶贫供求关系呈现失衡现状既有供给主体的原因，又有需求主体的原因。从供给方看，主要归因于农村金融机构产品种类少、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流程复杂、金融机构重视盈利、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受限、金融机构缺乏长效机制。

1.农村金融机构产品种类少

金融精准扶贫虽不断追求精准，但因农村地理位置、交通等局限性，金融机构对不同地区、不同等级贫困户推出的金融产品创新性不足。例如针对一个地区的贫困户，统一采用小额贷款一种方式进行金融扶贫，而且由于部分地区经济与交通的限制，金融机构无法到达或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如云南省大部分贫困地区缺乏政策性银行与股份制银行的帮扶，导致地区金融产品结构单一。大部分地区通过小额信贷开启“造血式”模式的同时，没有将配套的保险、财政一同考虑，使金融信贷不足，缺乏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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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依靠信贷资金、没有保险机制与赔偿机制的产品扶贫性较弱，不能最有效地实现扶贫。

2.正规金融机构信贷流程复杂

供给主体若为正规的金融机构，其放贷流程过于复杂也间接影响了供求平衡。正规的金融机构因为政府的管制加上自身规章制度的限制，放贷需要经过申请、材料审核、审批等多个环节。若需求方是农户，农户中没接受教育的人口偏多，要按照金融机构的要求准备相应材料存在许多障碍；若需求方是农村企业，龙头企业基本能按照金融机构的复杂程序，提供相应的证书与信息，而初创企业因其不全面性，则面临无法按要求提供审核材料等问题。因为流程的复杂性，许多需求主体被拒之门外，无法享受金融扶贫供给主体的帮扶。

3.金融机构重视盈利

金融机构因自身的企业性质，多数重盈利、轻奉献。金融精准扶贫的供给方多为营利性组织，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让其牵头投身于扶贫，将直接与其自身的商业性相背离，因为营利性组织的商业性是为了获取商业利润，与政府实现脱贫攻坚的目标存在冲突。所以从金融机构自身的商业性考虑，存在多家金融机构积极性不够等现象。扶贫攻坚人人有责，仅仅只有政府提倡，商业巨头若不出力，不勇于承当这份社会责任，则不利于企业的宣传与发展。企业文化对于一个企业的发展极为重要，因而企业若仅从当下所得利润的角度出发，将来的发展会受到限制。企业商业化的行为也没有使其承担作为社会人的责任，企业缺乏奉献精神，也导致金融扶贫的供求失衡。

4.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受限

除了正规金融机构中存在的问题，金融扶贫的另一供给方也面临诸多问题。民营金融机构与官民合办的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发展受许多限制，政府因规避风险、维护金融市场稳定等原因对民营金融机构持压制态度，设置多道门槛防止民营金融机构大面积介入金融市场。除了政府的压力，正规金融机构如我国大型商业银行等出于自身稳定性与营利性考虑，出于金融市场持续、稳定发展考虑，压制民营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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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民营金融机构的潜在风险较大，但因为大型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时存在许多障碍，若想要金融扶贫供求平衡，助推民营金融发展很重要。

5.金融机构缺乏长效机制

当下，金融精准扶贫最早的供给方是中国农业银行，扶贫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国农业银行自身组织存款而形成的信贷扶贫资金，若资金不足时，《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实施办法》规定中国农业银行可以通过再贷款途径用正常利率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贷款，因而贷款是否能做到按期偿还对金融扶贫的持续性至关重要。随着贫困户贷款总额的增加，金融机构用于扶贫的资金中不良资产的比重日益升高，从而使金融扶贫受到威胁。信贷扶贫资金作为“造血式”模式的开关，失去后则会导致“造血”能力还没培养健全就全部停工，功亏一篑，从而与良性循环背道而驰。此外，虽然最先由中国农业银行牵头，不过至今已有多家金融机构参与，形成一个新的金融体系，但因为大部分金融机构只从自身收益性角度考虑，着重考虑投入成本与收益的比重，没有意识到自己社会人的身份，从而使金融扶贫系统中的各个机构不能实现完美配合，会导致金融扶贫过程出现很多阻碍，各部门与各环节间的沟通障碍使得金融精准扶贫供求关系受到影响。

从需求方看，金融扶贫呈现失衡现状是由于农户与农村企业对资金需求量较大、自身信用不被认可。

1.资金需求量大

从需求主体看，农户与农村企业对借贷资金需求大也是促使供需失衡的主要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部分农村的经济产业也日渐升级，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向资金密集型产业与技术密集型产业。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对资金的需求日益增加。新技术产业对农村贫困户脱贫带动明显，如企业通过招工给予建档立卡户一份工资收入，因而新产业的发展符合需求者的脱贫目的。但过强的需求导致与供给存在偏差，从而需求大于供给也导致金融扶贫供求失衡。

2.自身信用不被认可

除了需求过盛，金融扶贫的需求主体还存在自身信用不能得到认可等问题，其主要归因于金融扶贫担保体系不完善。完善健全的担保体系对预防金融扶贫中的不良贷款风险有着重要作用，而当下多个贫困地区都缺少担保公司，因而不能形成具有效力的联合担保机制，也不能很好地防范信贷风险，从而导致信贷资金放贷给贫困户额度小，扶贫力度不够，不能将金融精准扶贫资金最优化分配。缺少担保公司而造成担保体系不完善的情况对贫困户信贷影响较大，主要原因是农户能够借贷抵押的产品存在限制，农户主要的抵押物是农户宅基地权、林权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根据我国《担保法》与《物权法》的规定，农户所拥有的三权只在部分地区具有参保资格，只有部分试点地区才有以农户宅基地权、林权和土地承包权为担保物的信贷金融产品，所以担保体系的不完善不仅仅体现在担保机构的不全面上，还体现在信贷产品对担保物的要求上。以上担保体系的问题造成金融扶贫供给方与需求方难以达到平衡状态。

第三节 金融精准扶贫典型模式应用

金融精准扶贫开展以来，扶贫的参与方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从最早单纯由国家财政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救济，到后来的大规模财政开发式扶贫投入，再到财政投入与金融工具相结合；从单纯的由政府和国家金融机构投入，到吸引社会、民间资本参与；从传统金融机构信贷到小额信贷、互联网金融创新；从公共部门自有资金投入，到引入结构型、引导型基金，以及衍生品、保险产品等多类型参与：中国在扶贫的金融机制以及模式上一直不断摸索、创新。总的来说，目前比较典型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政府主导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该模式下的金融扶贫由政府部门、扶贫机构、金融管理部门发起，也是最典型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其主要包括四种细分模式：一是杠杆式金融扶贫模式。该模式主要在广西、内蒙古、宁夏的贫困地区推广实践，主要形式是“银行+农牧户+风险补偿金”，主要特点是贫困地区当地政府部门、扶贫机构运用专项扶贫基金发起设立“风险补偿基金池”，为贫困户贷款提供担保和风险补偿。根据风险补偿基金或者风险担保基金额度，与政府开展合作的金融机构给予贫困户多倍于基金额度的贷款授信。目前，该模式的杠杆比例一般在1∶12至1∶5之间。通过杠杆效用，不仅可以提高政府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还可以扩大金融扶贫资源总量。在这种模式下，一旦贷款出现违约，地方政府会按照与金融机构前期约定的分摊比例承担不良或问题贷款本息。二是扶贫贴息贷款模式。该模式是指贫困地区政府及人民银行对为特定贫困地区、特定产业和特定贫困户提供贷款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贴息补助。三是民生金融扶贫模式。该模式主要是贫困地区当地政府及人民银行给予地方金融机构一定的妇女小额担保贷款、下岗失业贷款、大学生创业贷款等民生类的金融贷款指标，帮助贫困地区特定人群脱贫致富。四是支农再贷款扶贫模式。该模式是人民银行以专用贷款的形式向涉农金融机构发放支农再贷款，用于金融机构向贫困户发放贷款，支持金融机构向贫困户发放优惠贷款。支农再贷款和扶贫再贷款是人民银行支持“三农”经济发展和金融精准扶贫的重要工具。

政府主导的金融扶贫模式有较强的导向作用、较广的扶贫覆盖范围，调动的社会资源较多。但是，政府主导的金融扶贫模式主要针对一般、次差、最差类贫困户群体，扶贫的可持续性差。


二、金融机构主导的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该模式以包括商业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等在内的金融机构为主导，通过不断创新抵押、质押和担保的形式，创新贷款产品来实现金融精准扶贫。目前有三种子贷款模式。一是“金融机构+互助资金+贫困户”贷款模式。该模式下，贫困地区农村以互助协会或村委会为单位建立扶贫互助资金，金融机构以互助资金为保障，为担保范围内的贫困户发放贷款。该模式还引申出了“金融机构+互助资金+担保/抵押+贫困户”等子模式。该模式具有杠杆效应，金融机构往往会向贫困户发放多倍于互助金的贷款。二是“金融机构+农村产权抵押+贫困户”贷款模式。由于贫困户缺乏可被金融机构接受的抵押物，我国多地已经开始尝试发放“五权”抵押贷款新尝试。“五权”包括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水域滩涂养殖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当前包括《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中国银监会和国家林业局联合印发的《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等“五权”抵押贷款的具体实施办法已经陆续出台，有的地区已经开始尝试发放“五权”抵押贷款，如四川、湖北、新疆等省区于2016年试点发放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黑龙江、云南、河北、吉林等省进行了林权抵押贷款的创新尝试。三是“金融机构+公司担保/公务员担保/贫困户互保/基地担保/协会担保……+贫困户”贷款模式。该模式是当下国内贫困地区流行的金融扶贫模式，它的主要特点是由与贫困户发生经济往来和日常关系的公司、基地，贫困户所在地的互助组织，贫困户所在地的个人提供担保，降低金融机构发放扶贫贷款的信用风险。目前，该模式已经创新出二级担保、三级担保等多种形式。


三、产业金融扶贫模式


产业金融扶贫模式是以区域性优势产业为着力点，以贫困地区龙头企业或处于农业产业链核心位置的企业为抓手，以财税政策、金融政策等政策为主要手段，大力推进产业化金融扶贫。当前，我国产业金融扶贫模式有四种操作路径：一是金融机构向扶贫地区扶贫产业的龙头企业发放贷款，带动贫困地区脱贫；二是金融机构为扶贫产业的龙头企业及其上下游产业链的贫困户或供应商办理集中信贷授信业务；三是龙头企业为其上下游产业链条的贫困户或供应商提供贷款担保，帮助贫困户或供应商获得贷款支持；四是贫困地区当地政府与金融机构合作，以产业投资基金的方式帮助贫困地区现有产业快速发展。


四、“互联网+金融”精准扶贫模式


近年来，在大数据、移动通信网络、云计算和社交网络的推动下，传统金融服务的信息处理模式、技术资源利用模式、服务渠道和客户互动模式等都产生了巨大变革，促使互联网与金融进一步捆绑、融合在一起。“互联网+金融”是指传统的金融功能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能够以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等方式提供金融服务的新型金融模式。该模式的主导方既可以是地方政府，也可以是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得以实现的载体包括阿里巴巴、P2P、众创、众扶、众筹、O2O等在内的众多互联网融资平台，它的显著特点是凭借众多的互联网融资平台，通过“线上”和“线下”联动或网络直接撮合交易，实现贫困地区借款人与贷款资金提供者的直接交易。该模式为贫困地区金融扶贫注入了新活力，开启了新思路。不过，互联网金融扶贫模式的推广还面临着一些瓶颈。一是资金成本较高，通过互联网融资平台得到的资金，其利息成本往往高于银行贷款。二是违约成本偏低，由于互联网融资平台的违约、逾期或恶性欺诈的数据信息无法体现在中国人民银行的征信数据库中，其违约成本低于传统银行贷款。


五、“电商平台+金融”扶贫模式


随着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不少贫困地区政府部门把扶持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发展作为金融扶贫的一条新路径。同时，部分金融机构逐步加大与电商平台的合作，在农村地区大力推广网上支付、电话支付、手机支付等新型第三方支付业务，以及针对电商平台商品的分期消费贷款产品。在“电商平台+金融”扶贫模式下，电商平台和金融机构开展合作，为贫困户提供包括信息技术、农资购买、第三方支付、店定店取、金融服务、农产品网上销售等一揽子金融服务。该模式实现了“资金流”“仓储物流”“信息流”的有机结合，帮助贫困地区贫困户提高经济能力，获得金融资金支持。该模式的创新有利于构建贫困地区涉农大数据库，便于挖掘、搜集、处理和整合贫困地区涉农大数据，解决农村地区产销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并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生产方式发生根本性变革。不过，该模式也面临贫困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低、物流配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人才缺乏等问题。

近年以来，各类金融机构在开展“三农”和扶贫业务上都明显发力，精准扶贫更是成为金融机构争相宣传和讨论的热点。但在某种程度上，传统金融机构与精准扶贫存在一定的天然矛盾。金融机构并不缺乏资金，但何种扶贫模式能确保资金使用效率和精准，最终使简单粗暴的“输血”变为可持续的“造血”，依然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第四节 金融精准扶贫中的产业风险防范

随着我国精准扶贫工程的逐渐深化，金融精准扶贫要逐渐从“输血式”扶贫模式向“造血式”扶贫模式转变，而“造血式”扶贫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就是以产业为载体，通过产业发展带动贫困户脱贫，因而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需要协同发展。金融精准扶贫若想达到预期效果，扶贫地区产业发展必须呈现良好态势。我国金融市场化程度日益加深，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日渐提高，金融机构的扶贫方向将更偏向市场化产业，政府干预也会减少，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协同发展将成为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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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精准扶贫协同发展的必然性


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协同是指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将金融资源、金融手段注入到产业扶贫的全过程，实现产业政策、扶贫政策、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的无缝对接，其核心是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解决贫困户参与产业发展和获得金融资源的问题。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不仅有利于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找准扶贫方向，还增强了金融精准扶贫的全面性。

（一）金融与产业结合，扶贫更具导向性

根据金融精准扶贫的供需分析，若将金融精准扶贫的支持资金直接面向农村贫困户，则会降低扶贫的持续性，成为“输血式”扶贫的长期资金来源；然而，若将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发展相结合，将扶贫资金投入到产业中，这不仅能为金融精准扶贫指明新方向，而且能增强扶贫的导向性，从而加大扶贫效果。

（二）金融与产业结合，扶贫更具系统性

相对于个体，产业的发展更依赖企业，企业是推动地区某一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将金融扶贫的资金投入产业发展中，就等同于将扶贫资金注入企业中，企业自身能够带动的贫困户数远超资金以“输血式”扶贫直接帮扶的贫困户数。此外，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上下游企业的协同发展，上下游企业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帮扶贫困户脱贫，因而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结合使扶贫更具系统性。

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协同发展不仅使扶贫更具导向性，而且还增强了扶贫的系统性，因而协同发展是必然趋势。


二、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新模式


目前在农村开展服务的金融机构，既包括大型商业银行、农业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也包括近年来新涌现的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及快速崛起的互联网金融公司。然而在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大趋势下，如何建立有效的、全方位的“金融+产业”扶贫模式，使金融精准扶贫达到最优效果，是需要深入探索的课题。就目前发展情况分析，有以下几种模式值得推广与借鉴：

（一）湖南沅陵县二酉苗族乡“四跟四走”模式

二酉苗族乡党委、政府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脱贫攻坚的力度，积极推进农户信用评级，推动农村土地流转融资抵押，尝试“四跟四走”模式。该乡成立了由乡长张云霄任组长，分管领导任副组长，村五老、农商行行长、村书记、金融专干等为成员的农户贷款评级授信工作领导小组，统一组织实施农户评级授信工作。

为确保评级授信工作公平公正公开，该乡严格按照“信息采集、评级授信、贷款证发放、凭证放贷”四步走的流程，按信誉度评价、劳动力人数、人均纯收入等评级指标，评定出“优秀”“较好”“一般”三个信用等级。

对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买六合彩等不良习气的，拖欠贷款本息被列入贷款黑名单的，有其他问题影响信贷资金安全的，一律列入“等外”。“等外”不参加评级授信、不发贷款证。同时，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明确时间节点和工作要求，将任务分解到农商行和村组，形成了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格局。

建立“四跟四走”模式。尝试了金融资本跟着贫困人口走，贫困人口跟着致富能人走，贫困人口和致富能人一齐跟着产业项目走，产业项目跟着市场走。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又分为合作服务型、承包管理型、分贷统还型三种金融扶贫模式。回龙山庄与贫困户之间属于合作服务的模式，即经济实体优先为贫困户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村民不但获得了种植和劳务收入，还学到了技术，成为企业的骨干技术人员。四方溪、长坡、洪水坪等村的水果基地属于承包管理型，金融资金支持承包户，根据效益按照扶贫资金入股比例给贫困户分红。针对部分贫困户家庭无劳动力的现实状况，四方坪村高山刺葡萄基地尝试了分贷统还模式，由贫困户申请小额扶贫贴息贷款，贴息贷款由产业大户统一管理使用，每年向贫困户定额分红，到期还款。

（二）山西夏县“贫困户贷款+带资入企+就业分红”模式

山西夏县农村商业银行在金融扶贫工作中，按照政府部门和省市信用联社的相关要求，积极和山西晋星牧业有限公司联手探索金融支持产业扶贫的新模式，通过“贫困户贷款+带资入企+就业分红”的新模式，帮助无资金、无项目、无经营能力的贫困户，走上了脱贫致富共奔小康的金光大道。

采取“贫困户贷款+带资入企+就业分红”的精准扶贫新模式，就是充分运用“富民贷”信贷产品，帮助企业启动产业园建设；为贫困户评级授信，提供扶贫贷款，协调贫困户与企业签订入企协议，以受托支付方式把扶贫贷款交由企业集中使用；企业按照入企资金15%的比例按年给贫困户分红，贫困户贷款利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补贴。

夏县政府职能部门、农商银行和山西晋星牧业有限公司联手打造的产业扶贫带动贫困户致富新机制中，“贫困户贷款+带资入企+就业分红”是一大创新。贫困户带资入企，使企业与贫困户建立了牢固的利益链接，农商银行通过评级授信提供资金扶持。然后，企业按年分红，让贫困农户从过去的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取暖，这样经济收益更加稳定、更加安全，贷款的收益也更规范。农商银行积极引导和支持有带动能力、有市场前景、有社会担当的农村经济组织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有效发挥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努力实现扶贫小额信贷的效益最大化，让贫困农户、企业和银行实现三赢。


三、金融风险与防范


在上文提到的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协同发展模式中，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都存在金融风险。面对金融风险，预防风险、分散风险与建立风险补偿机制是促进产业金融精准扶贫有效推进的主要途径。

（一）政府金融风险与防范

政府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人为因素上：首先，政府工作者能否秉持高尚的素质与节操，做到专款专用；其次，对于精准扶贫项目是否做好充分准备。为了使政府能积极引导企业与农户，要有效防止政府金融风险。

首先，政府领导应起到监督作用，提高政府基层工作者素质，因为基层工作者直接面向企业，若能做到专款专用，则能有效避免金融精准扶贫发起端的金融风险，使扶贫产业得到有效支持。

在端正思想的前提下，政府还应对金融扶贫产业进行前期调研，了解贫困地区的气候条件、地理环境优劣势，选择适宜产业。除了前期调研收集相关数据外，还需邀请专家进行分析，找出最优产业。前期调研应进行初步筛选，对筛选的产业应进行资金多元化投入，避免把所有资金投到单一项目上。通过不同项目周期的差异，做到扶贫的持续性。
[6]



除了项目选择，事中监督也是规范政府资金使用，避免金融风险的有效途径。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政府多部门协调进行，部门间形成互相监督机制可以有效推进扶贫工作。若要实现完善的监督机制，不仅需要政府部门间的相互监督，还需要群众参与监督，使群众在获取资金帮扶的同时掌握发言权，将政府金融风险降到最低。

（二）自然金融风险与防范

地域的差异导致了自然环境的差异，从而有了高海拔的云贵高原，也有了低海拔的华北平原，有的地区四季分明，有的地区却四季如春，不同的光照、不同的降雨量使各地区适宜的产业具有差异性，各地若想最大程度降低金融产业风险，应将重点放在优势产业与特色产业上。

在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大趋势下，使金融精准扶贫达到最优效果，则需对扶贫产业进行选择。金融精准扶贫资金应投入到优势产业和特色产业中，通过有竞争力的产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

优势产业多由地区龙头企业带动发展，从而使其具备地方优势，因此将资金投入到优势产业中，换言之就是以不同方式把资金投入龙头企业中，以增强龙头企业对于贫困地区的带动作用以及对于贫困户的吸纳能力。一方面，龙头企业因自身规模可以为贫困户提供较多工作岗位，使贫困户通过自身劳动有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龙头企业的带动性不仅仅体现于自身，还覆盖其所有的关联企业，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必将带动上下游企业的发展，因而上下游企业也将带动一部分贫困户走上脱贫之路。选择龙头企业作为金融扶贫资金的投入对象除了因为其带动性强，还因龙头企业较强的发展基础和市场竞争能力，因此更具有保障性。扶贫资金的效果是政府、金融机构关注的重点，龙头企业具有长期优势，可以保证扶贫资金安全有效，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我国地区贫困多归因于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落后的基础设施，而环境恶劣与基建落后地区多数属于内陆少数民族聚居区，民族地区的发展除了受上述因素影响外，还受到宗教观念、传统思想的禁锢，贫困户很难从自身实现脱贫。
[7]

 但因民族地区独特的民族特色，可以借助优势资源形成一些特色产业。以前特色产业缺乏扶持资金，发展受到限制，若将金融精准扶贫资金运用于特色产业中，则可最大限度地促进贫困地区发展，而且特色产业具有相对安全性，也可以较大程度避免金融风险。近年来，贫困地区因特色产业发展脱贫的比比皆是，最为典型的如青海省通过藏医药特色产业的发展带动全省走上脱贫之路。青海省因其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背景，一直有发展藏医药特色产业的潜力，通过金融扶贫资金的帮扶，使特色产业走出因产业支持门槛高而无法获取资金支持的困境，同时一个新生产业的发展，既促进了就业，又通过贫困户入股等方式，给予贫困户分红，从而带动贫困户脱贫。

除了不同地理环境带来的金融风险，突发的自然灾害则是潜在的金融风险，面对自然灾害，最有力的两条途径是事前预防与风险补偿机制。事前预防指自然灾害发生前做好预防工作，首先要有专家的专项调研与持续跟进的监测，通过气候、河流等变化，做出最权威的预测，也为地区提供最有利的预防措施；其次需要采用权威的仪器设备进行全天实时监控，通过仪器的自动监测来设置风险提示，预防自然灾害，避免金融风险。风险补偿机制则是完善保险机制，做到事后弥补，最大程度保障政府投入扶贫项目资金的安全。首先，大力宣传农业保险，提高农户与企业的保险意识，使其自主地进入保险防范的范围内，思想上不排斥是实现保险保障的前提；其次，因为产业金融扶贫模式多从产业出发，农户以入股的形式成为项目的所有者，因为项目有大有小，针对不同的项目应推出不同的保险产品，实现最有针对性的分散风险。
[8]



（三）市场金融风险与防范

产业金融扶贫中，政府、自然环境潜在的金融风险可以通过风险分散与风险补偿机制得以防范，同时从市场角度看，产业与金融精准扶贫相结合也存在较大风险。无论是从宏观角度分析市场行情，还是从微观角度分析担保机构、金融机构，其中都潜藏着或大或小的金融风险。

市场行情日新月异，今年的优势产业明年可能面临产量过剩、价格暴跌的风险。任何一个农产品的生产都具有诱发性，当某一产品快速成长且产生高收益时，对其余生产商都会产生带动效应，从而引发产品同一性，并增加市场中的供应量，供大于求时必将导致产品价格下跌。因金融精准扶贫资金投入而推动的产业若面临供大于求，量大价低，则会导致扶贫效果弱化。例如云南省丽江市的玛咖种植，早在2015年高原地区适宜的高海拔环境让尝试通过种植玛咖脱贫的农户初尝硕果。2015年因玛咖的高价吸引了过量的农户参与到玛咖种植中，从而导致自2016年起玛咖市场形势日渐低迷，通过玛咖脱贫致富已成为奢望。虽然市场行情影响着产业的发展，但供求关系却不被人为左右，为了防范此类金融风险，引入农产品期货很重要。期货，简言之，就是收到订单后再生产，面对周期较短的产品，根据订单数量决定产量是避免通货膨胀的最优途径，从而也能防止金融产业扶贫过程中发生金融风险。如果玛咖的种植能依靠企业集中接单，并根据下单量进行种植，避免产品处于饱和状态，那么通过此方法，可以有效防止因玛咖低价而导致扶贫失效，防范金融风险。

除了宏观市场，从微观角度分析，无论是担保机构还是金融机构，在参与产业金融扶贫中都存在金融风险。从担保机构看，农户无法提供固定且长期的抵押品作为担保，从而导致担保机构支持资金不足，若超额补贴贫困户，还会引发还贷率低等情况。为了防范此类金融风险，抵押物的选择、抵押担保周期、抵押担保方式都尤为重要。为了提供合适的抵押产品获得足量的贷款，应在贫困户集合成的合作社中推出一位承贷人，由他提供相应的抵押物并承担偿还贷款的压力，他再面向集结的农户，集中催息催贷。以承贷人的方式降低担保难度与金融风险，是促进产业金融扶贫取得成效的有效途径。对于抵押担保周期也有一定要求，因为抵押贷款主要用于产业发展，即农产品种植，因而担保周期必须同农产品的耕作周期保持一致，若不一致，农产品还未成熟，农户还没有获得应有回报就必须偿还贷款，如此将会导致坏账率的提升，降低农户的信用。因此，合理的贷款周期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
[9]




四、小结


以产业为载体，利用金融精准扶贫资金的扶持，实现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间协同发展是“造血式”扶贫最直接有效的途径，其中湖南阮陵县二酉苗族乡“四跟四走”模式、山西夏县“贫困户贷款+带资入企+就业分红”模式值得深入学习与借鉴。但若想实现产业金融扶贫的持续性，需要对政府、市场、自然环境中存在的金融风险进行预防，其中包括对政府人为因素的监督、对市场不可控力的补偿担保机制和对自然灾害的事前预测。虽然面临种种挑战，但金融精准扶贫与产业的结合，实现了市场化双赢局面，根据市场化下产业的发展方向，引导金融精准扶贫的资金走向，聚焦于最精准的对象，实现扶贫与产业发展双赢的局面，最终必将使该模式得以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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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金融精准扶贫案例——以青海省为例

自2014年3月银监会颁发《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以来，全国所有贫困地区开始加大金融服务，其中金融扶贫效果较为显著的是青海省。青海省是一个极具特色的省份，多民族、多宗教、资源丰富，且贫困发生率比全国高7.5个百分点。面对此困境，青海省委书记呼吁“不破楼兰终不还，打赢脱贫攻坚战”。也是在此呼声中，青海省扶贫机构与金融普惠体系不断完善，青海省多个村实现了一年全村贫困户全部摘帽，卡阳村的“卡阳模式”即是其中之一，青海省也成为全国推进金融精准扶贫的示范省。

第一节 青海省金融精准扶贫概述

青海省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土地面积最大、人口密度最小，整体为高海拔、低温、降雨少等相对恶劣的气候环境。无论从地域、生态还是资源看，青海省都是一个极具特色的省份，具体呈现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多民族、多宗教，青海省现有少数民族数居全国前几位，其中藏族、回族、蒙古族居多，从而成为佛教、伊斯兰教多宗教集聚地；二是地理位置独特，青海西通新疆、南接西藏、承东启西、接南通北，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点；三是资源丰富，青海省以独特的高原气候，培植了许多珍贵的藏医药药材，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矿物资源，属于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储备地。青海民族地区、高海拔地区等特点导致青海贫困严重，扶贫攻坚任务艰巨，青海也以独特、重要的区位受到国家重视，被视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重点省份。


一、青海省贫困概况


青海省集合西部地区、高海拔地区、多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等多重身份，形成贫困发生率高、贫困程度深、贫困原因多样、返贫压力大、居民思想落后等特征，因此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据青海省扶贫办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省生产总值2 301.12亿元，农民与牧民人均可支配金额为7 933元，是全国人均可支配金额的36.11%。全省确定52万建档立卡贫困户，贫困发生率高达13.2%，全国贫困发生率仅为5.7%，青海省高于全国平均7.5个百分点。
[1]

 如此高的贫困发生率从侧面体现了青海实现全省脱贫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并获得更大的金融支持。

除了贫困发生率高，青海省的贫困户多数属于深度贫困，因为地处高原，许多贫困户都居住在高山上，高海拔影响下种植业受到限制，贫困户缺少“造血式”脱贫途径，又因为高原地区交通闭塞，修建公路、铁路存在诸多障碍，许多贫困户难以与外界沟通，所以贫困程度逐年加深。此外，青海省地广人稀，贫困户居住较分散，因此脱贫战线长注定是青海省脱贫攻坚的一大特点。

贫困原因的多样化也是导致青海脱贫艰难的重要原因。青海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又因其居住人口多为外来居民，居民的复杂性导致贫困原因复杂多样，致贫原因多为疾病，家庭中缺少劳动力及缺乏教育、技术等，此类原因致贫占比高达一半以上。其他原因还包括高山地区居民由于环境、气候恶劣等致贫；居住于深山的居民因交通限制无法与外界沟通而致贫；也有部分受少数民族习俗影响，因婚因丧致贫。致贫原因复杂多样加大了青海省脱贫攻坚的难度。

贫困程度的差异化，导致脱贫困难。首先，因环境、气候等条件限制，青海主要发展畜牧业，畜牧业使居民收入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局面，但中间收入的居民多处于贫困线的边缘，部分因为稍微高于贫困线就失去金融帮扶的机会，从而导致反贫效果不佳。其次，因为全省环境、气候都具有相似性，导致产业发展同一化严重，扶贫中产业同质化会引发许多市场风险，如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县曾倡导整村推进，进行獭兔养殖，政府、企业与农户为獭兔养殖投入上千万资金，后来却因市场饱和、产品供大于求等导致獭兔皮价格直线下跌，企业破产，农户脱贫失败。所以青海因环境、文化、气候等原因，脱贫之路困难重重。

除了客观环境的影响，主观因素也极具能动性，青海地区有的居民思想观念落后，加之贫困地区偏远的地理位置导致居民交通、信息化相对闭塞，群众思想缺乏先进文化与知识的熏陶，因此缺乏接受教育、接受先进技术的意识。此外，一些少数民族居民因自身民族的信仰强调“惜售牛羊”等，因此畜牧业在青海很难形成产业规模。


二、青海省金融精准扶贫现状


近年来，面对青海的贫困情况，青海省委、省政府全力推进精准扶贫，将金融精准扶贫作为重要战略进行开展与实施，国家在扶贫政策上更加倾斜，将青海省的脱贫攻坚摆在更高位置进行安排部署。青海省针对自身贫困特征与资源环境特征，制定了具有针对性和涵盖面广的“1+8+10”脱贫攻坚政策，由此奠定了精准扶贫的行动方向。其中大力呼吁金融精准扶贫，根据《青海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制定了《青海省资产收益扶贫脱贫攻坚行动计划》，进一步明确金融扶贫的行动路径，2016年落实财政专项扶贫资金73.4亿元，金融扶贫资金34.3亿元，以此拓宽贫困群众增收渠道。在国家高度重视、顶层部署的背景下，青海省金融扶贫工作得到有效开展，无论在机构建设方面，还是体系建设方面都取得巨大进展。

（一）日益全面的机构建设

在国家顶层部署下，青海省被视为金融精准扶贫试点省份，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着力探索一条普惠金融的发展之路。在扶贫普惠推进中，青海不断完善扶贫体系的机构建设，逐步形成全覆盖的普惠体系。由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引领，各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农村合作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参与，从而实现扶贫普惠、网络普惠、信用普惠、绿色普惠的“新青海”。

金融扶贫体系的日渐完善也体现在近几年大型商业银行、农村合作机构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的增长上。从2011年到2015年，青海省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个数增加了8个百分点（见表8-1），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从3 729亿元上升至7 661亿元，五年间成倍上涨。在国家金融精准扶贫的大力支持下，青海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总额上涨最为迅速，2011年仅有4亿元，2015年达到14亿元，增速达到2.5倍（见表8-2）。从金融机构逐年递增的资产规模可以看出，国家加大了对青海省的金融扶贫力度，投入更多的资金到青海省金融精准扶贫中。

[image: picture]


表8-1 2011—2015年青海省金融机构营业网点个数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11—2015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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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2 2011—2015年青海省金融机构资产总额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2011—2015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

除了大型机构的完善，青海省还建立了多个惠农金融服务点，支持贫困户的取款转账业务、缴费业务与小额信贷业务，同时提供介绍金融产品、普及金融知识的服务，从而缓解偏远地区的现金存取难、小额贷款申请难、公共缴费不便等问题。截至2016年末，全省已经设立4 763个惠农服务点，共覆盖153个乡镇，实现对乡镇的100%覆盖，对信用村的覆盖率也逐年上升，2015年达到60%。惠农金融服务点将支付服务带入镇、带入村、带入农户家中，改善了贫困村金融空白的局面，农户“远不出乡、近不出村”即可享受便捷的金融服务，获得财政补助与金融借贷资金。

（二）建立完整的服务工作体系

在金融普惠体系逐渐完善的同时，相应的服务工作体系也更加完整，在中国人民银行的领导下，全省金融部门启动了“金融支持精准扶贫青海行动”，成立青海省服务工作体系建设小组，率先建立完整的服务工作体系。

金融精准扶贫服务工作体系可以细化为以下四方面的相互配合：

第一是在全省建立精准扶贫金融服务档案。面对青海贫困人口多、贫困发生率高的现状，通过建立精准扶贫服务档案（档案包括贫困户的所有基本信息，如贫困户的生产能力、致贫原因以及贷款需求额度）使后期帮扶具有针对性。

第二是信用体系建设。青海省出台了《青海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为全省61.9万户农户和2.4万户企业建立信用档案，对农户的信用档案进行信用评级，通过考察农户的信用程度、农户的劳动能力与农户的贷款需求度等多个指标确定农户最合理的贷款金额。青海省还对通过信用评级的建档立卡户提供全额贴息的信用贷款，每户可获得贷款期限在3年以下、贷款金额为5万元以下的信用贷款。对于龙头企业与发展特色产业的企业，依照带动农户脱贫的户数给予优惠利率的贷款支持，平均帮扶一户给予10万元以内的贷款，累计贷款额不超过500万元。

第三是实行主办银行制度。通过分权分责的形式实现最具效率的扶贫，分别在省级与县级选择主办银行，同时与省级主办银行和县级主办银行签订合作协议，将部分责任下放到县级银行，使县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金融扶贫过程中，提高金融扶贫的效率与效果。

第四是建立风险分散制度，将下放的贷款实行分流，部分作为风险防控资金存放在主办银行，部分作为信用贷款金发放给满足信用评级的贫困户与企业。除风险防控资金外，还引入保险防范机制，将保险作为风险的第二道防线，建立更全面的信用风险防范机制。

第二节 青海省金融精准扶贫具体模式

青海省金融精准扶贫无论是在机构建设上，还是在服务工作体系上都日益完善，扶贫效果也越发显著。此外，青海省在扶贫攻坚上取得的成就还体现在其特有的金融扶贫措施上：青海省大通县通过“国开农贷”模式带动农业迅速发展；青海省玉树市通过“信用助农+信贷支农”的模式实现灾后家园的重建与灾后贫困户的重生；青海省海东市更是通过“三级联动”模式从峡门镇、甲子山村到贫困户三步实现点、线、面协同发展，将扶贫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一、国家开发银行“四台一社”农贷模式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同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国开村镇银行建立了由“政府主导、央行扶持、开行推进、村镇银行实施”的“国开农贷”模式，作为金融精准扶贫的探索模式，在青海省多个试点地区取得了良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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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台一社”农贷模式概述

“国开农贷”模式主要架构包括资金保证平台、组织管理平台、风险控制平台、信用公示平台和农村专业合作社五个部分，通过“四台一社”的模式实现各类资金的有效衔接。第一部分是政府提供的保险资金，主要是针对农业扶持项目的补贴与农业贷款风险的保险金；第二部分是中国人民银行为了缓解流动性不足的局面，为村镇银行提供的支农再贷款，以进一步激活流动性；第三部分是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对转贷款和支农再贷款提供的担保金，同时，政策性银行也在村镇银行流动性不足时提供资金支持；第四部分是村镇银行，村镇银行的主要作用是直接面对农户，发放贷款。以上四部分将扶贫资金、担保资金、保险资金、再贷款资金发展成完善的资金链条体系。

“国开农贷”模式运行过程有着完善的风险防范与补偿机制。首先建立一个合作银行专户，农村专业合作社所有社员以1%~2%的资金作为风险金存入专户，以此作为防范风险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是由专业农业担保公司对村镇银行发放的贷款进行风险担保，缴纳的保证金不能低于贷款总额的10%；第三道防线是向保险公司投保，若村镇银行贷款出现问题，由农业保险保单作为还款源。除了三道风险防线，该模式还规定将农业合作社贷款余额的5%作为一条警戒线，若逾期30天以上的贷款超过警戒线，村镇银行可以终止与政府的合作，拒绝向贫困户发放贷款，当政府采取协调、催收等措施减少逾期30天以上的贷款额时，村镇银行再恢复原职能。

“国开农贷”模式有以下两条原则：一是资金封闭运行原则。村镇银行发放的助农贷款直接发放至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合作银行专户，对于购买种子、物料等费用由银行直接给提供物资的企业，从而使资金高效、封闭式运行。二是“奖信惩赖”原则。定期对农户还款情况进行信用评分，在信用公示平台上公示，对于无逾期记录的农户增加贷款额度，对于逾期还款、恶意拖欠应还资金的农户停止其贷款权利。通过“奖信惩赖”原则与信用公示平台的双重监督，增强农户的诚信意识，促使其按时还款。

总体而言，“国开农贷”模式实现了以下三点创新：一是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开发银行为贷款流动性提供支持，通过多次调研，总结出最合理的担保政策，对青海省的金融扶贫实现有效引导与支持；二是成立专业农业担保公司，通过担保公司对放贷金额进行担保，最大限度地实现防范风险；三是设立三道风险防线，通过自我防范、担保防范、保险防范实现贫困户利益最大化，也通过贷款防范机制保障村镇银行的利益。

（二）大通县“四台一社”模式实践

“国开农贷”的模式在青海省脱贫攻坚过程中取得良好成效，效果最为显著的是青海省大通县的“大通国开农贷”模式。

“大通国开农贷”模式由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国家开发银行青海省分行、大通国开村镇银行三家主要机构组成，在大通县设立“四台一社”，即资金保障平台、组织管理平台、信用公示平台、担保平台和专业合作社。与此同时，三道风险防线也是大通县实施“国开农贷”模式的核心，通过风险共担的形式，让农户体会到“造血式”帮扶与“输血式”帮扶的差异，充分利用助农贷款，实现脱贫致富。

信用风险是村镇银行发放贷款的一个最大顾虑，而“大通国开农贷”模式从以下两方面有效防范了信用风险：一是将贫困户集结为合作社，从而为不具有贷款资格的贫困户提供担保，帮助其取得贷款；二是多层级风险防线，充分保障农户的利益、村镇银行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

2015年底，“国开农贷”累计发放贷款5.81亿元，贷款支持了接近80家农业企业，同时大通县共发展了100余家农业合作社。在“大通国开农贷”模式的帮助下，合作社的种植大户一年可以实现十多万元的收入，一般社员也能有三四万的收入保障，仅仅在大通县的古谷家村，该模式就已帮助三百多户贫困户脱贫。“大通国开农贷”模式也被视为最有效的金融帮扶模式，在帮扶贫困户的同时，有效促进了大通现代农业的发展。截至2016年底，33个贫困村脱贫退出，12 575名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人口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普遍高于3 316元。大通县因此实现2016年脱贫目标，脱贫攻坚首战告捷。


二、特色支农扶贫信贷模式


青海省在探索金融精准扶贫模式的过程中，提出了特色支农扶贫信贷模式，该模式力推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以普惠金融的形式帮助贫困户脱贫。

（一）特色支农扶贫信贷模式概述

青海省特色支农扶贫信贷模式可以细分为以下五种：一是“牧户+农村专业合作社+财政资金担保+信用工程”模式，即主要针对牧民，牧民抱团成立农村专业合作社，信用工程对专业合作社进行信用评级，银行根据评级结果发放贷款，财政资金中的一部分则为所发放的贷款金额提供担保；二是“公职担保+牧民”模式，此模式是公职人员对牧民实行一对一帮扶，公职人员利用公职作为担保贷款，以此贷款帮扶牧民；三是“补助抵押+农户贷款”模式，此种模式主要针对农户，农户利用国家发放的补助进行抵押贷款，从“输血式”帮扶向“造血式”帮扶转型；四是“信用村+信用贷款”模式，即以村为单位，村镇银行通过对信用村进行信用评估，确定信用贷款的发放金额；五是“信用助农+信贷支农”模式，即农户或牧民合伙成立合作社，通过合作社信用机制申请联保贷款，同时利用财政建立信贷担保平台，并出资建立财政支农信贷担保资金，通过此平台，实现5∶1倍放大支农贷款。

以上五种特色支农扶贫信贷模式以不同形式、不同渠道帮助牧民与农民摆脱贫困，通过推广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农户联保贷款、农户抵押贷款等实现扶贫资金的使用更具针对性与合理性。

（二）玉树市“信用助农+信贷支农”模式实践

青海省玉树市位于青藏高原东部，气候寒冷，是一个以牧为主、农牧结合的半农半牧县。2010年4月14日，玉树市连续6次发生7级以上的地震，地震使玉树市的农户与牧民损失惨重，农户庄稼受到毁损，牧民赖以生存的牲畜大量死亡，从而使玉树市贫困状况日益恶化。

青海省政府相关部门也积极参与了灾后重建工作，金融部门成为玉树市灾后重建的主要力量，灾后年度贷款额可达灾前的17倍左右，并实施了“五落实”方案，即金融政策落实到位、金融责任落实到位、扶持目标落实到位、信贷产品落实到位、金融担保落实到位。“五落实”方案提供了灾后重建所需的信贷产品，解决了金融“担保难”问题，保障了灾后重建工作的顺利开展。

虽然“五落实”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玉树市灾后状况，但玉树市的贫困状况并没有随着“五落实”方案完全解决。2014年，在国家大力倡导脱贫减贫、扶贫攻坚的大环境下，青海省玉树市积极探索金融精准扶贫新途径，其中玉树市代格村探索运行的“信用助农+信贷支农”金融精准扶贫模式取得显著成效。“信用助农”指代两方面，既包括扶持农户，又包括扶持牧民，引导农户或牧民组建合作社，以合作社的名义申请信用贷款，实现风险共担，同时缓解农户贷款难问题。“信贷支农”指政府成立信贷担保公司，对信贷资金进行担保，从而缓解贫困户担保难等问题。代格村通过该模式提高了农牧户贷款的可得性，提高了农牧户贷款的便利性。此外，代格村的新模式还引领农牧民脱贫致富，一是解决了农牧民的基本温饱问题、儿女的求学问题、家庭成员的医疗问题；二是激发了农户的创新力，将信用助农金与信贷支农金作为发展业余产业的资本，进一步实现农业、牧业方面的创新。


三、县村户“三级联动”扶贫模式


青海省为了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结合当地特色，确立了“三级联动”的扶贫模式，青海省海东市通过“三级联动”扶贫模式，在产业、就业、教育等多方面一并改善，使金融精准扶贫取得最佳成效。

（一）“三级联动”模式概述

“三级联动”指以贫困户、贫困村、贫困县为着力点，中国人民银行与地方村镇银行联动。其中“以贫困户为点、贫困村为线、贫困县为面”，做到点线面相结合。为了增进“三级联动”的效果，青海省在推行“三级联动”扶贫模式的同时，还推动了“六个一”服务机制：在贫困县确定一名联络员，负责与贫困县下属所有贫困村间的沟通；在主办银行确定一名驻村服务员，主要对接村镇银行与贫困村民；在村镇银行中确定一名信贷员，负责村民与银行间的信贷工作；当地村委会主要领导担任一名协管员，承担贫困村与贫困户间沟通桥梁的任务；同时，为贫困村下的每一户贫困户建立一份金融服务档案，真正做到金融服务深入到户；除了金融服务档案，要认真评估贫困户的偿债能力，为资质较好的贫困户颁发特殊信用证。在“六个一”机制的辅佐下，“三级联动”扶贫模式达到最优效果。

（二）海东市“三级联动”模式实践

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位于青海省东部边缘，是黄土高原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山峦此起彼伏，沟壑纵横，地形复杂，常年为高原大陆性干旱气候，平均温度为9摄氏度，年降水量也偏低。恶劣的地理环境导致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很难开展，基建的落后与自然灾害频发将民和县置于深度贫困县的位置。

在民和县所有村落中，峡门镇甲子山村是全县扶贫攻坚工作实施的最大障碍，恶劣的地理环境与落后的基础设施导致甲子山村很难与外界进行沟通与联系，因而，青海省推出了“三级联动”扶贫模式。由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中国人民银行海东市中心支行和县支行牵头，确立贫困户、贫困村、贫困乡镇间的联动机制，即由峡门镇代村里的贫困户与扶贫办签订金融扶贫协议，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负责提供保证金，为金融扶贫协议提供风险补偿金。同时在甲子山村确定“六个一”机制，分别确定一位驻村书记、一位县级联络员、一位金融服务人员、一位负责银行与农户间信贷的信贷员，同时建立金融服务档案与颁发信用证，做到最大程度的“三级联动”，并在“三级联动”下，实现脱贫致富。

青海省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省份，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其成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硬骨头，再加上民族地区人民的封建性与宗教性，导致青海省精准扶贫工作难上加难。但青海省扶贫机构与体系却不断完善，不但大型金融机构、农村合作机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数量逐年上升，青海省还开展了多个惠农金融服务点，在机构建设不断完善的同时，金融普惠体系也不断完善。在金融精准扶贫措施上，青海省也积极探索，推出了“国开农贷”模式、“信用助农+信贷支农”模式、“三级联动”模式。青海省积极创新金融精准扶贫模式，使扶贫攻坚工作有效开展，贫困户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第三节 金融精准扶贫政策建议


一、完善风险分担保障机制


当前，金融支持产业扶贫实质上是政府财政资金和金融信贷资金配合作用下的扶贫模式。这种模式不仅使得财政贴息压力较大，而且在保险扶贫等未能及时跟进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扶贫贷款一旦成为不良贷款，则短期内无法消化。因此，要以保险扶贫为重点，构建完善的风险分担机制。

一是探索建立风险补偿基金。将直接的财政扶贫变为财政风险补偿基金，用于核销金融支持扶贫开发的较高风险溢价。应允许地方政府将国家、省里下拨的财政扶贫资金整合用于扶贫贷款担保或风险补偿，从而逐步建立财政风险分担机制。

二是完善农业保险政策。引导保险业嵌入金融产业扶贫，大力发展农业保险，提高农户参保意识，扩大保险覆盖范围，完善保费补贴，探索财政支持的扶贫产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增强扶贫产业对重大自然灾害风险的抵御能力。

三是构建保险防止返贫机制。建立小额信贷保证保险机制等，加强保险与信贷联结，防止因灾返贫、因病返贫冲击扶贫贷款安全性，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效。


二、健全金融精准扶贫贷款担保体系


部分地区缺少担保公司而引发的担保机制不完善急需改进，可通过成立担保公司，进而形成借贷资金的保障。担保体系的完善还需要形成一套担保机制，首先有明确的担保流程，从审批、评估到管理，都需要有专业的担保公司一一完成。同时在担保物方面要实现便民化处理，增加三权担保的试点，或全面推进三权担保，拓宽抵押范围。

当完善的担保体系建立完成后，应对贫困户进行广泛的宣传，实现金融知识的普及，调动农户参与到借贷中，利用借贷资金、通过自己的双手实现“造血式”脱贫，用自身所拥有的权利为担保，实现最优信贷。


三、商业性金融机构积极参与精准扶贫


金融机构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降低了对金融扶贫的重视，因而呼吁金融机构不应仅仅从盈利角度考虑是否借贷给贫困户，而应认识到企业自身形象在扶贫攻坚过程中也得到了提升。为了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其中，国家应对金融机构所创造的社会价值进行表彰。

除了从企业自身的名与利角度考虑，作为社会中的一员，维护社会公平，实现平等分配，是金融机构自身应尽的义务，因而要倡导金融机构从另一角度考虑，即其并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四、创新信贷产品，提高扶贫精准度


不同等级、不同类型的贫困户对于金融产品的需求是不同的，若推出同期限、同利率的金融产品，会弱化贫困户获得金融帮扶的针对性。建议推出合适的农业衍生品，如农产品期货，可以实行集合定价，通过集合定价实现最符合大众预期的市场价格，从而保障农产品销路。此外，对农产品最大的威胁就是自然灾害，针对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推广天气衍生品、地震衍生品、滑坡衍生品和泥石流衍生品等，可以有效预防农产品信贷风险。

对信贷产品除了在内容上创新，还可以进行渠道创新，贫困地区的扶贫机构多为银行类大型金融机构，因而可以引进互联网金融渠道，即P2P平台。通过P2P小额贷款公司，实现所有散户需求，同时推出不同期限、不同利率的小额贷款，通过不同产品的相互配合有效分散信贷风险。通过以上两种创新，提高金融扶贫的精准度。


五、增进相关部门间的配合，共同推动金融精准扶贫


虽然金融精准扶贫强调市场的主导作用，并以金融机构为核心，但政府部门的引导作用依然非常重要，调节好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间的关系，形成相互配合的机制是实现金融精准扶贫的基础条件。

在金融系统内部也要相互配合，中国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与邮储银行等要发挥其自身的职能，在传统业务基础上拓宽职能，与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帮扶贫困户。除了银行，完善的担保体系与保险机制也非常重要，贫困户借贷的资金多会投入到农业和畜牧业中，因为农业受自然风险影响较大，贫困户把借贷资金投入农业存在风险大、收益浮动大等特点，所以应引入保险机制，对农业进行投保，防范潜在风险。



注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16[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6-35.


[2]
 中国人民银行西宁中心支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13年青海省金融运行报告[R].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14：6-7.


第四篇 教育精准扶贫篇

第九章 国际教育扶贫领域相关扶贫经验与借鉴

第一节 国际相关扶贫措施


一、美国教育扶贫措施


美国虽是世界教育强国，但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学校教育中同样明显处于不利地位。为了改变该群体在教育中的不利地位，美国各地制定和执行了一系列教育扶贫政策、项目。各项政策主要体现在专门教育法案、教育战略与规划和非教育类法案中，包括《初等和中等教育法》（1965）、《中小学教学促进法》（1994）、《个人责任与就业机会协调法》（1996）、《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2001）、《入学准备法案》（2005）、《提前开始法》（2007）、《公共福利法》（2008）、《提前开端计划教师的法定学历和资质要求》（2011）等。这些法律政策有的针对低收入家庭学子，也有的针对低收入家庭家长，而且通常是以项目为载体来实现相应的目标。

（一）针对低收入家庭学子的措施

1.开端计划

为了改善美国的恶性代际循环，1964年美国总统约翰逊签署了《经济机会法》，成为开端计划的法律依据。1965年，由约翰逊提出，并由联邦政府执行开展了针对学前教育的《开端计划》（Head Start Program），这是美国联邦政府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早期儿童发展项目，被誉为美国学前教育的“国家实验室”。
[1]

 它主要针对还没有达到义务教育入学年龄的低收入家庭儿童，通过为家庭提供情感、社会、健康、营养和心理等全方位的服务，改善孕妇的健康状况，促进婴幼儿身体、社会、情绪和认知的发展，提高父母照顾和教育孩子的能力，帮助父母实现经济独立等目标。早期开端计划有三种主要的组织形式：一是以托幼中心为基础的形式，以托幼中心为0~3岁婴幼儿提供早期教养服务为主；与我国0~3岁婴幼儿早期教养机构的形式较为接近。二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形式，以家庭访问员对婴幼儿家庭进行家访服务为主。三是混合形式，提供上述两种形式的综合服务。通过以上组织，使这些儿童能充分发挥其潜能，为其入学做准备。开端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贫困儿童留级和接受特殊教育的数量，不仅提高了贫困家庭儿童接受教育的机会，还提高了孩子的学习能力，进而促进了整个社会的教育公平。
[2]



2.学前班预科项目

在儿童出生到上学前班的几年中，不同收入的家庭中孩子受到的教育和熏陶差别很大，面对收入不同带来的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的现状，美国开始推行公立幼儿园的学前班预科项目，该项目在公立学校中推行，学校通过提供专业的看护，取代贫困家庭的长辈照看，力图不让弱势家庭的儿童掉队。2004年，建立此项目的州已有40多个。经过专业机构对公立幼儿园中的预科项目进行评估，结果发现，贫困地区接受学校专业看护的幼儿在进学前班后的学业成绩比没有接受学校专业看护的幼儿的成绩要好，这表明该项目对来自弱势家庭的儿童有着更大的效果。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入学时在语言、健康、社会性和情感上存在的问题大多可以通过早期干预加以改善，以此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3]



3.奖助学金政策

美国高校的收费是全球最高的，有的私立大学每年的学费高达4.5万多美元，公立学校一般来说每年也要1.5万美元左右。因此这也使很多孩子因为经济原因而放弃进入顶尖私立学校的机会。为了保障贫困大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美国设立了非常完备的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制度。根据学生家庭条件的不同，所收学费是有区别的。美国几个名牌大学都采取了“不看需求”的录取政策，即在录取学生时不考虑家庭经济条件，而在录取之后保证提供足够的资助让孩子能上得起学。近年来这种资助普及到中产阶级家庭，而且也尽量不以贷款形式提供资助，以减少学生毕业后的负担。在一般大学和公立学校中，对学生资助也是普遍情况，每年中学都会举行争取大学资助的讲座。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对于贫困学生基本上都是提供全额奖助学金，家庭越贫困所获得的各种助学金就越多，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几乎一分钱不花就能读完大学。研究生阶段更普遍的是助教助研奖学金，以在校工作的方式减免学费。

4.TANF项目

TANF项目全称叫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该项目通过提高贫困者的工作愿望和机会，来减少他们对直接接受物质资助的依赖，进而改变贫困阶级的固化现状。该项目旨在帮助有未成年人和孕妇的贫困家庭，项目资金由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联邦政府通过各地方的就业率来决定给予的资金额度。该项目的受益者有一定的条件，一般来说，受益者在开始接受福利之后的2年内必须工作，地方政府每年按比例选择贫困家庭退出救助。单亲家长每周至少参加工作30小时，这样刺激了低收入单身母亲的工作需求，迫使她们不得不去工作；双亲家庭每周必须参加工作35小时或55小时。该项目通过一切措施力图从根本上解除导致儿童贫困的根源。
[4]



（二）针对低收入家庭家长的措施

在开端计划实施以后，一些教育专家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贫困家庭的教育问题，不仅要考虑提高孩子的教育水平，还需要解决那些识字水平低的家长们的教育问题。因此，为了弥补开端计划的不足，提高家长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参与度、重视度和专业度，进一步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美国政府决定在开端计划实施的基础上发起“家庭识字计划”。经过若干年的实践，该计划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效果，经调查发现，参与计划的父母识字能力普遍得到了提升，进而使得孩子的成绩有了明显的进步，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沟通增多，整个家庭的教育氛围变得更浓，父母对孩子的学业更加关注，并对孩子的发展有了更高的期待。
[5]

 除“平等起步家庭识字计划”以外，美国政府还设立了其他一系列家庭识字计划，如美国印第安人事务局资助的“家庭和儿童教育计划”、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资助的“社区服务街区准予计划”和“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美国劳动部资助的“工作福利准予计划”、美国住房供给与城市发展部资助的“邻近地区网络计划”和“常住机会与自足计划”、美国商业部资助的“技术机会计划”等。这些计划都包括了相应的家庭识字计划。
[6]




二、日本的资助模式


日本的扶贫强调以家庭为主，认为扶贫不应该导致扶贫对象对国家的依赖，这样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而应该强调扶贫对象的自立。日本工业的飞速发展，加大了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很多人只是盲目跟随，在城市没有稳定的工作，因此，失业引发贫困进而产生的教育问题成为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但是，意识到家庭教育对儿童成长重要且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后，日本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来保障贫困家庭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以对贫困生的资助模式为例，贫困家庭的孩子上学也需要缴费但以贷款为主，并有与缴费制度配套的学费减免、勤工俭学制度。日本现行的助学贷款有两种形式：不计利息的“第一种借贷奖学金”和计利息的“第二种借贷奖学金”。第一种主要供出身贫寒、经济困难、最需要资助的优秀学生借贷，学生无须归还利息。第二种主要供有经济需要的成绩中等以上的学生申请。助学贷款资金来源一是政府拨款，二是借贷资金的回收部分，三是向其他机构借贷。2004年日本又出台了优秀研究生奖励特别豁免政策，该政策规定对于在研究生阶段学业成绩特别优秀的第一种贷款者，经学生所在学校推荐并审查后，可豁免其在校期间贷款的一部分或全部。
[7]



第二节 经验借鉴


一、完善贫困地区教育法律法规


参考美国和日本，国外多数国家的教育扶贫项目是以新的立法为背景而产生的，只有以法律为保障，才能保障扶贫项目各参与方的利益，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我国自1986年以来，教育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由于立法工作难度大、周期长，从教育法律的覆盖面和教育法律的配套性法律、法规的制定上来看，至今还不够完备。在农村教育和贫困地区教育立法方面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因此，基于教育扶贫在精准扶贫中的重要地位，我国应立足于《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制定专门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的法律、法规。应按照法制统一的原则和法定的立法权限，针对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特殊情况，制定详细的、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为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的发展提供法律依据。同时，要积极推动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发展的教育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等配套性地方法规及规章的制定，加快地方教育立法进度。只有有了详细的法律法规保障，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工作才能落到实处。
[8]




二、加强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建设


国外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用现有信息技术为贫困地区的教育和培训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而通过推进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信息化，构筑农村和贫困地区现代远程教育体系是实现偏僻地区学校与城市学校教育资源共享，缩短偏远地区学校与城市学校的差距，在短时间内实现教育跨越式发展的捷径。因此，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构筑覆盖贫困、边远山区的由传统的函授和现代的录音、录像、广播、电视、卫星、网络等手段构成的农村和贫困地区现代远程教育体系是当前发展农村和贫困地区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优先考虑和资助、帮助贫困、边远地区的学校配备教育信息化所需要的手段和资源，如计算机、电视机、光盘等。增加贫困、边远地区学校优质教育资源。在农村和贫困地区学校开展信息技术教育普及工作，促使农村和贫困地区学校教师和学生尽快具备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和学习的能力。
[9]




三、提高贫困户的综合素质


发展中国家在农民素质提高方面制定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政策，尤其注重新型农民智力的开发。印度、墨西哥实行多层次、多形式、多规格的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大力发展职业学校，开办农民短训班和技术推广站等，加快了农民智力开发。欧美国家高度重视农民素质的培养，德国的年轻人必须经过9年义务教育，再经过3年的学徒生涯才能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在企业学徒期间，他们必须学习企业知识，学习结束后经考试合格才能毕业。美国从1850年开始，每个州都被联邦政府无偿赠送了3万英亩土地建一所学校（称为赠地学院），目的是开展教学研究和延伸服务，进行技术推广和风险化解。日本注重对贫困山区农村贫困家庭及其骨干成员在农业生产专业技术、技能和电脑知识方面的培训。
[10]




四、职业教育多元化发展


各国由于国情不同，即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以及价值观念的差异，在办学模式上呈现多元化趋势。专家们把职业教育模式分成企业职业教育模式、学校职业教育模式、企业与学校合作的职业教育模式三种。目前，单一职教模式已很难找到，美国是多元体系的代表，职前职业教育在美国是以学校为主、企业为辅，而德国“双元制”从本身设计上是企业、学校双元，但实施上企业的主要作用发挥得更充分。职业教育从单一到多元，促进了办学功能的辐射。表现为从单一的正规教育转化为正规、非正规教育并存，从单一的学历教育转化为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并存，从单一的职前教育转化为职前与职后教育并存，从单一的育人就业向产教结合的方向发展，使职业学校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一些国家办学层次向纵向延伸，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中高职一体化。
[11]





注释


[1]
 开端计划[EB/OL].（2017-10-20）[2018-01-30].https：//baike.so.com/ doc/4927824-5147445.html.


[2]
 董素芳.美国早期提前开端计划教师资格标准及其启示[J].幼儿教育，2013 （18）：46-50.


[3]
 何婷婷，王建梁.美国提高弱势家庭幼儿入学准备水平的主要措施及其启示[J].教育导刊（下半月），2009（6）：60-62.


[4]
 龚婷_婷.法国、美国和日本儿童福利的发展及其启示[J].教育导_刊_（下半月），2010（3）：8892；浙江民政厅.美国TANF项目的启示[EB/OL].（2007-08-07）[2018-01-30].http：//caohaitao1981.blog.163.com/blog/static/587943352008763446134/.


[5]
 何婷婷、王建梁.美国提高弱势家庭幼儿入学准备水平的主要措施及其启示[J].教育导刊（下半月），2009（6）：60-62.


[6]
 廖为海，徐辉.美国学前家庭识字计划述评[J].学前教育研究，2005（7）：10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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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正武.国外资助贫困大学生的经验及其启示：基于英、日、美三国资助模式的比较研究[J].人民论坛，2010（20）：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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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英.战后日本振兴偏僻地区教育的措施及其启示[J].教育研究，2004 （12）：7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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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英.战后日本振兴偏僻地区教育的措施及其启示[J].教育研究，2004 （12）：74-79.


[10]
 朱容皋.国外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经验启示[J].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学报，2009（2）：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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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容皋.国外农村职业教育反贫困的经验启示[J].泰山乡镇企业职工大学学报，2009（2）：28-29.


第十章 教育精准扶贫概述

第一节 教育精准扶贫的内涵

习近平在2013年就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指导思想，近年来，多位学者聚焦教育精准扶贫，对其进行了多角度研究，并将教育精准扶贫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在教育精准扶贫研究成果中，多数学者都关注教育扶贫的实践，其中职业教育扶贫因时间短、见效快而成为教育扶贫的一项重要内容。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目的在于让贫困家庭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掌握“一技之长”，能够顺利就业、稳定就业和体面劳动，达到“教育（培训）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的效果。同时，也能够促进贫困家庭劳动力融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之中，成为保障贫困家庭脱贫、切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办法。

依据人力资本理论和精准扶贫理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精准扶贫战略的要求，教育和培训机构针对不同家庭的致贫原因进行精准分析，而后有针对性地对贫困家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提升其人力资本存量，可有效促进其实现顺利就业或再就业，提高其收入水平，实现精准脱贫。一方面，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可使贫困家庭有劳动能力的成员成为“懂经营、善管理、能致富”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实现有业可就、增收脱贫目标；另一方面，职业教育精准扶贫也可以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撑，推动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以及农业现代化进程。
[1]



第二节 教育精准扶贫的背景

教育是国家的根本大计，“十三五”时期的教育扶贫已经成为不少地区尤其是民族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路径。此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也围绕“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做出新的全面部署，明确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贫困不仅是表象收入的不足，更是贫困家庭的内在能力的贫困及内生动力的缺失和不足。而教育脱贫虽然效果不能立竿见影，但是最稳固、最有生命力的减贫方式，它更注重培育“造血”能力和内生动力的可持续性扶贫脱贫。它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性扶贫，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治本之策，离开教育扶贫，精准扶贫、可持续发展即是一句空话。它不同于资本扶贫，资本扶贫对于改变贫困状况可即刻实现，但可持续性差，未来返贫隐患大，贫困者对外依赖性强，惰性心理和惰性行为泛滥。教育扶贫是通过在农村普及教育，使农民有机会通过受教育提高生活质量，消除贫困。

第三节 教育精准扶贫举措梳理

教育扶贫一直是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是阻断代际贫困的重要途径，它在扶贫和防止返贫过程中的作用是根本的和可持续的。自扶贫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国家就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相应的举措。表9-1列示部分重要政策及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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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1 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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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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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基于中央精神，各地也因地制宜，发布了一系列的实施方案，本书不一一列示。

第四节 我国教育精准扶贫现状分析

教育扶贫是通过给贫困群体提供短期培训或长期学习的机会，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科技文化知识，从而提高他们的生存质量。坚持“教育强民、技能富民、就业安民”，加强教育扶贫支持力度，提高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素质和劳动者技术水平，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目前，我国教育扶贫的主要形式有：开办“教育扶贫班”，让贫困学生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顺利完成学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与就业扶贫；为国家扶贫重点县建立现代远程教学站；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设立教育扶贫基金，为贫困学生提供必要而稳定的经济保障；捐献钱物；国家和社会机构为学校提供各种资金，为在校学生提供奖、贷、勤、补、减的资助体系。

除了以上形式，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扶贫发展较为迅速。通过发展职业教育，让贫困群体掌握技能，提升就业能力，是贫困群体快速脱离贫困的重要路径。


一、基本生活保障为核心的模式


奖励、补贴及贷款相结合的学费奖助模式，主要是指各地根据国家对职业院校学生资助的相关政策要求，出台相应的政策建议，通过职业院校在校生活费补助、设立奖学金、学费减免、助学贷款等多种形式对贫困学生进行帮扶，使其顺利完成学业、提升就业能力、尽早脱贫的一种职业教育扶贫开发模式。
[2]




二、技能提升为核心的模式


技能提升的主要方式为技能培训，主要是为了帮助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一般是指由政府提供培训资金，当地的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及其他社会组织对已被识别的贫困户开展不同形式的各种实用技能培训，培训时间可长可短，培训形式可以集中授课也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以此来使贫困户迅速掌握一项或几项专业技能，从而实现快速就业脱贫的一种职业教育扶贫开发方式。


三、职业教育机构能力提升的模式


以职业院校为主的职业教育机构的能力提升模式，主要是为了提升职业院校培养人才的能力。通过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提升人才培养力和服务力，从而培养各级各类技能型人才，实现带动贫困对象脱贫致富的目标。这种模式通过加强职业院校的基础能力建设、体制机制改革，着力提升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能力，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竞争力，让更多的劳动者通过职业培训脱贫致富。这种模式是一种见效快且具有可持续发展后劲的扶贫方式，它将成为我国教育扶贫开发战场的主力军。


四、融合科技的示范引领模式


信息化可以有效提升扶贫工作效率，教育扶贫的举措中加入科技要素，可以扩大受众面，大大提高信息传播时效性。将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纳入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努力办好贫困地区远程教育，推进“专递课堂”“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城乡同步课堂”等资源的建设与应用，促进乡村小学和教学点共享优质教育资源。与科技扶贫相结合的帮扶模式，以电商扶贫为例，一般来说主要由政府主导，相关基层组织配合，电商龙头企业以及行业企业科技专家、技术骨干实施的扶贫点联系帮扶制度，是通过深入基层一线，发挥产业引领、项目带动、科技示范等作用，带领贫困对象脱贫致富的一种职业教育扶贫开发方式。



注释


[1]
 王大江，孙雯雯，闫志利.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理论基础、实践效能与推进措施[J].职业技术教育，2016，37（34）：47-51.


[2]
 王锋，侯长林.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开发模式的构建与选择：以贵州省为例[J].中国成人教育，2017（10）：103-105.


第十一章 教育精准扶贫案例——以民族手工艺职业教育为例

第一节 民族手工艺传承现状——以热贡唐卡为例


一、唐卡简介


同仁地区在藏语中称“热贡”，因此将这个地区的艺术称为“热贡艺术”，它以唐卡、堆绣、雕塑为主。数百年来，这里已产生大批民间佛教绘塑艺人，故被誉为“藏族画家之乡”。唐卡被誉为“随身佛”，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至今已有1 300多年的历史，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历来被藏族人民视为珍品。

唐卡是由艺人使用天然颜料在画布上绘画的一种精美艺术品，题材涉及藏族的社会生活、文化、政治等诸多领域。唐卡可以卷藏和悬挂，也可以布展于壁上的布画，一幅精美唐卡的完成时间需要数月甚至十余年。

唐卡由于其佛教文化色彩及独特工艺，随历史的发展得到沿革与继承，成为人类文明文化史上的珍贵文化资产。2006年6月，热贡艺术被国务院批准列入首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 年10月，热贡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一）唐卡工艺特点

唐卡的学习、绘制是个非常精细、烦琐且漫长的过程。

学习唐卡的基础包括学画《度量经》，研磨、调配颜料，学习涂色、晕染、拉金线、拉线条等，并能用藏语交流，对藏文化、宗教非常熟悉。绘制唐卡的颜料都是很珍贵的天然颜料，包括金、银、珍珠、玛瑙等矿物颜料和藏红花、大黄、蓝靛等植物颜料，用这些颜料画出来的唐卡才能历经千年不褪色。颜料成为评价一幅唐卡好坏的首要标准。

唐卡的绘制极为复杂，一幅唐卡的绘制过程被看成是一次积累善业功德和对佛法崇拜的行为。画师在绘画过程中也要严格按照仪轨及上师的要求进行，包括绘前仪式、制作画布、构图起稿、着色染色、勾线定型、铺金描银、开眼、缝裱开光等一整套工艺程序。

唐卡的工艺特点，使得唐卡创作培训周期长，成才慢，量产低。画师要“出师”，即能独立从起稿开始，填色、染色、拉线条、开脸相、拉金线，从头到尾精美地完成整幅作品。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模式，需要10年以上。现代培训模式，有天赋、绘画基础的画师，5年左右可以成才，没有基础的需要10年左右，要成为大师，需要数十年甚至终生的努力。

（二）唐卡工艺传承方式

在热贡唐卡艺术传承中，绘画工艺既是传承内容，也是传承方式，将唐卡凝聚的技艺以及宗教、民俗、艺术审美等文化内涵，一代代传授继承下去。唐卡传统的传承方式有寺院传承和家庭传承。后期随着唐卡的宗教价值、艺术价值逐渐为人所知，以及政府的宣传推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画院传承、企业传承、学校传承模式开始推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要传承方式及特点如图1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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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唐卡工艺传承方式

1.寺院传承

早期的唐卡画师绝大多数是寺院中精通“五明”的僧人，他们从小出家，在寺庙跟随师父一边学习佛经，一边学习唐卡。学成之后，为信众或寺院绘制壁画、唐卡。这种传承方式，传承的主要对象是僧人，规模较小，范围相对较为封闭。

2.家庭传承

20世纪60—70年代，热贡唐卡开始部分离开发源地寺院，流入民间，在家族中以父子、叔侄、舅甥为纽带代代传承下来。唐卡制作技术传男不传女，同仁县的吾屯村几乎家家都是一个唐卡作坊，绝大多数成年男子都是唐卡画师。这种传承方式，传承的主要对象是家族成员或者近邻乡亲，规模稍有扩大，范围相对开放。

3.画院传承

画院形式从五世达赖起就存在，但当时只有官方性质的画院，数量很少。直至21世纪初，画院逐渐由家庭作坊形式发展形成，并在热贡地区形成规模。由技艺高超的唐卡大师主持画院，更大范围地招收徒弟。徒弟在画院学习数年，一边学习，一边辅助师傅完成唐卡作品获取收入。这种传承方式，传承的对象不再拘泥于家族乡亲，招收学生的范围更加广泛，也使得唐卡生产开始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4.企业传承

近几年，专门从事热贡艺术培训、制作、销售的企业开始出现，其中有的从画院规模化发展而形成。同时政府也鼓励、扶持有实力的企业参与发掘热贡文化资源，发展热贡文化产业。企业与唐卡画师签约，组织培训，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唐卡。这种传承方式，使得唐卡更加产业化、规范化，进一步扩大了掌握唐卡技艺的年青一代画师的规模，为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增加收入来源。

5.学校传承

近几年，随着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学校也承担了传承民族文化的功能。如青海民族大学、黄南州职业技术学院、黄南州民族高中设置了唐卡相关专业及工艺培训课程，同时一些中小学开始进行唐卡的基础文化教育，为唐卡推广、文化传承奠定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这种传承方式，使得唐卡作为艺术形式更加科学化，群众基础更加广泛。


二、热贡唐卡传承的空间结构变迁


“十二五”期间同仁县核定贫困户为5 645户25 400人，贫困村29个共2 995户12 859人，贫困比例高。“十二五”末城镇居民、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 020元、7 205元，较“十一五”末增加10 417元、3 710元，年均增长11.37%、15.56%。这与同仁县大力发展以热贡艺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文化产业分不开。

当前黄南州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7名，省级工艺美术大师5名，民间工艺美术大师15名，民间工艺师70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3名，省级非遗传承人22名，州级非遗传承人56名。全州每年培训热贡艺人和非遗传承人2 800余人次。

2015年的唐卡产业年产值达2.5亿元左右，超过全州财政收入；从业者2.2万，占全州总人口近10%。全州唐卡从业人员及产业绝大部分来自同仁县。2016年，黄南州文化产业企业达到253家，热贡文化产业从业人员达3.1万人，相对于2010年，年均增长15%；文化产业营业收入6.5亿元，相对于2010年年均增长40%，已经成为全州脱贫攻坚和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撑之一。

由以上热贡唐卡传承方式的变迁，可以看出在当下社会经济发展中，唐卡由最初佛教艺术的宗教产物正逐渐向文化资源产品转换；传承的目的也从寺院佛徒的修行、积德，拓展到文化传承、解决就业、产业发展上。这样的转变亦是与社会发展变迁和藏文化发展演变同步的，共同促进了热贡唐卡艺术的发展。

唐卡发展的早期形式，由于规模小，产业链短，社会分工粗放，使得唐卡工艺扩散有限，对唐卡绘制画师的生活改善也有限。而后期随着产业化、规模化发展，更多群体从事唐卡绘制，尤其是在扶贫工程的推进下，唐卡工艺的传承获得更多社会关注，更多政策、资金和人力资源投入其中，让更多贫困群体参与进来，推动了唐卡工艺的传承。同时，也借助文化传承，带动更多人获取收入，改善生计环境。

唐卡近些年的变化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由宗教供品演变成商品和艺术品。藏语中的“供品”既指对神佛的恭敬与崇拜，也指供奉给神佛圣物的物品。在藏族的绘画作品中，常以珠宝、果实、鲜花等作为供品，标志着对神佛和佛法的敬仰与崇拜。从前，唐卡只是供奉在寺庙和信徒群众家佛堂里的一种供品，现在变为商品及艺术爱好者的艺术收藏品，也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中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次，唐卡手艺传承由保守到开放。之前，唐卡手艺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学习唐卡绘制手艺，过程比较漫长、枯燥，一般需要6年左右方能出师，同时，完成一幅精美的唐卡作品时间久者需要几年，因此原始的保守传承方式曾导致部分地区唐卡手艺面临失传。但是，现在唐卡手艺不但传女，而且各地学画人数上百。再次，唐卡由宗教供养物成为地方的支柱产业。随着收入的提高，人们对旅游的热情空前高涨，以前唐卡只供奉，不能当作商品或艺术品，现在成为商品后，完全成为当地脱贫致富和发展的支柱产业。

第二节 民族工艺职业教育实现精准扶贫

职业教育是指受教育者为获得某职业技能或知识而开展的教育活动。2012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这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根据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普通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有学校1.09万所，比上年减少309所。其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3 398所，比上年减少58所；职业高中3 726所，比上年减少181所；技工学校2 526所，比上年减少19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1 243所，比上年减少51所。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93.34万人，比上年减少7.91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2.49%；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 599.01万人，比上年减少57.69万人，占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总数的40.28%；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533.62万人，比上年减少34.26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共有教职工108.61万人，比上年减少1.57万人。
[1]

 要加强贫困地区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需办好一批县级中等职业学校和一批社会有需求、办学有质量、就业有保障的特色优势专业，动员组织贫困地区未升学有就读意愿的初、高中毕业生到中等职业学校就读。积极构建职业教育相互贯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体系。发挥职业院校优势资源，配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农业部门等对有就业需求和培训意愿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实施职业技能培训。


一、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


人力资本理论创立于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共同研究所得。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诸如厂房、设备、机器、原材料等）的作用。而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经济效益远大于物质资本。英国学者朗特里于20世纪初提出的贫困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一个人在童年时期，除非他的父亲是一位有技术的工人，否则他将很有可能陷入贫困，这种状况将一直持续到他本人或者他的兄弟姐妹开始赚钱为止。该理论集中表达了家庭主要劳动力成为技术工人的重要性。姚树伟、谷峪认为职业教育具有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功能。基于此，职业教育目标也可分为功利性目标、人本性目标和文化性目标。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缓解社会需求和个性需要的矛盾，并构建以整体利益为基础的发展动力机制。
[2]

 Prosser等指出，当条件相同时，相比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的收入较高，而且政府对职业教育投资的报酬率也高于普通教育的报酬率。Cooley等研究认为，为穷人的孩子提供贷款，帮助其接受教育，可有效积累社会人力资本，提高其创造财富的能力。
[3]

 经合组织（OECD）研究报告提出，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表明，职业教育能够为战胜贫困带来广泛的益处，能为儿童福祉以及劳动者实现终身学习奠定基础，进而实现增加收入、减少贫困的目标。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机会，能够使其逐步摆脱贫困。
[4]

 美国经济学家明塞尔（Jacob Mincer）认为，劳动者收入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接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在上述理论的指导下，国际社会普遍以各种形式来发展和提高人的智力、体力与道德素质等，以期形成更高的生产能力，增加民众收入。学界普遍认为，普通学校通过增加职业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专门职业培训，或开办专门职业学校完成人才储备以及开展劳动者职业培训等方式，对劳动者进行再教育，可有效推动国民经济增长，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
[5]




二、唐卡手工艺产业的职业教育扶贫现状


青海吾屯村是藏传佛教的摇篮，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热贡艺术传承基地，该村通过在自家办画院、成立职业学校、建立培训基地等方式来进行唐卡手工艺产业扶贫。大师级唐卡画师对村里贫困户和有能力学习的人进行培训，学习期间管吃管住，学徒待学成之后，可以依靠这一技之长进行自主创业。

吾屯村的热贡龙树画苑，成立于2010年8月，由唐卡大师曲智和其哥哥扎西尖措筹建，他们打破门户限制，公开教授唐卡技能。这是一家以“公司+农户+基地”为经营模式，集设计、加工、生产、培训、宣传、展览为一体的民营企业，辐射带动周边村庄和农户积极投身热贡文化产业。目前，热贡龙树画苑拥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民间美术大师、省级民间艺术大师8人，优秀民间艺人43人，学员98人，是热贡地区发扬和继承热贡艺术传统，培养热贡艺人较为集中，师资力量雄厚的民间综合性传习及产业机构。画苑采取集中培训的方式传授技艺。画苑自成立以来，为继承和发扬热贡文化艺术，促进农牧民脱贫致富，每年协同州、县举办培训班培训学员达120人，每年培养艺人达200余人，带动周边村庄200户从事热贡艺术产业（在热贡龙树画苑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扎西尖措学习唐卡近8年的学员，年收入已可达到8万元）
[6]

 ，对促进农牧民脱贫致富、构建和谐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热贡文化艺术产业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黄南州龙树热贡艺术职业培训学校也是吾屯村目前推行唐卡教育扶贫的途径之一，该学校建于2013年8月，2014年到2016年的收入分别是3 800多万元、4 200多万元、2 000多万元，截至2017年初在校人员100人左右，一年工资170万元左右，绘画的成本主要是昂贵的原料矿物质（黄金、玛瑙、珊瑚、绿松石等）、防止原料变色的骨胶。在黄南州地区，有3万人从事与唐卡相关的工作，其中2.7万人转卖唐卡。

此外，同仁县的仁俊院也通过提供唐卡手工艺的学习机会来对当地进行扶贫，现有工人70~80名，有的来自外省，如四川、甘肃、北京。每年10—11月份给贫困户发被子、面、生活用品等，扶持的贫困户先是村里选，之后交给仁俊院审核。仁俊院还收过六七个玉树地震孤儿，节假日会有50~60个孩子在这学习，其间提供吃住并免除学费，过年会提供奖金和路费。2014年开始联合学校扶贫，主要针对民族高中的六七百个学生，还有加毛小学、加藏玛小学、扎毛小学和日加小学的大约150个学生，由夏吾角大师负责给全部小学生发书包、学习用品和量身定做的校服、鞋。政府也会帮助建立培训基地，同时提供基础设施，比如通过出资建厂房、买设备来进行无偿培训。

除了政府、学校和社会组织，还有唐卡大师通过个人出资来支持当地的教育扶贫工作，吾屯上村的娘本大师2007年收养了10个孤儿，后来7个自己创业，3个改行。10年前唐卡销售不好时，娘本大师以每幅七八千元的价格收购唐卡，防止唐卡价格持续下跌，如今这一幅唐卡要卖两万一二。一年生产精品四五个，常规大小的有200多，还有小的定制纪念品（中国邮政、地图测绘公司、恭王府均下订单定制小唐卡）。管委会一年给予30万元资金，娘本大师每年资助10个藏区贫困大学生。


三、职业教育精准扶贫的路径选择


（一）多元教育是民族工艺传承及扶贫的基础

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多元教育是文化传承和扶贫的基础。“扶贫先扶智”决定了教育扶贫的基础性地位。通过教育使得贫困群体获得自我发展、自主脱贫的能力，是一种内生式的扶贫脱贫方式；通过教育也使得社会广泛了解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积极参与到民族文化传承活动中；通过教育，尤其是职业培训，能够为文化产业发展输送更多人才，带动经济发展。

（二）文化自信、内生动力是扶贫的内在能力

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许多不仅在历史上创造过辉煌业绩而且在未来仍然具有巨大能量的文化瑰宝。这些文化通过民族工艺、文学、宗教等方式流传。只有通过多种教育方式唤起民族意识，尤其是在年青一代心中激发出其对本民族文化与传统的自觉认同，增强民族自信，才能激发内生动力来传承、发展民族文化。

文化自信是作为主体的人对自我生命存在的自信，是现实的人对自我主体性的一种积极认同，能激发主体产生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人的生存能力，进而成为实现生存发展的内在能力。

（三）产业发展是扶贫的外在动力

民族地区拥有独特的民族文化，通过产业化发展，才能吸引更多政策、资金、人才加入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中，推动民族文化产业规模化、专业化，延伸产业链，带动更多的群体参与进来。在扶贫工程的带动下，贫困群体在培训中掌握工艺技能，实现自我发展，脱贫致富。由此可见，产业发展为扶贫提供了外在动力，推动自身和扶贫的可持续发展。

（四）文化能人是民族工艺传承及扶贫的源头

文化能人指在文化构建与传播中起着生产、组织、培训、管理的单一或多个作用，在当地有一定权威并受到群众广泛认同的专业人才。在民族地区，尤其是有着独特民族文化资源的地区，工艺大师就是多个角色合一的文化能人。他们既是掌握独特民族工艺技能的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源头；又是培训、产业化发展的核心力量。文化能人在文化传承保护与扶贫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推动两者发展的源泉。

第三节 民族手工艺教育精准扶贫的政策建议


一、加强民族贫困地区多元教育体系建设


（一）贫困地区建立多元教育体系

贫困地区建立包括科研机构、高校、义务教育以及职业培训在内的多元教育体系。尽快使“9+3”高中阶段义务教育的普及成为可能，为贫困孩子的就学与家庭的脱贫提供重要的支撑。结合民族贫困地区实际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加快构建与贫困地区产业体系发展相适应的现代职业教育培训体系，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结合当地民族文化特色，将职业教育培训与民族文化传承进行结合。

（二）精准扶贫政策向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倾斜

教师是贫困地区教育最薄弱、最稀缺的教育资源，是教育发展的短板。我国贫困地区职业院校大多是近些年发展起来的，师资队伍数量不足。而那些结合当地特色文化资源，由文化能人创办的企业式运营的培训机构，了解当地产业和就业需求，了解贫困人口的急切期盼，与贫困人口有着地缘、血缘的关系，能发挥民族地区文化传承及教育扶贫的双重功能。精准扶贫政策要对这些职业培训机构进行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


二、加强对个体文化自信、内生动力的激发


（一）加强宣传教育与民主互动，激发自信自强的精神力量

贫困落后地区，信息相对封闭，影响对事物的认知。要通过多种渠道宣传教育，宣传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宣传“扶贫先扶志”的思想理念，激发年青一代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及自信，激发他们不惧艰难、主动战胜贫困的坚定信念。宣传方式可灵活多变，如村广播、村民小组会，及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等现代宣传手段，宣传方式要因地制宜，让群众易于接受。

强化群众发展的主体意识，平等与贫困群体进行民主互动交流，让他们以主人翁地位参与脱贫攻坚工作，使其发挥好主体能动作用，使其获取自信自强主动发展的精神力量。

（二）加强技能培训，构建自信自强实践能力

将培训与教育精准扶贫相结合，通过免费培训方式对贫困群体进行技能培训，并将培训与项目、产业发展相结合，对先进典型进行示范宣传，让群众短期能看到直接效应，从而自主进行技能培训，获取发展能力。文化自信构成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人自身发展的原动力。少数民族文化自信的实现，不仅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与人的整体发展影响深远。


三、加强对文化能人、文化产业的引导与扶持


（一）加强对文化能人的引导扶持

完善民族文化遗产继承人的认定、扶持相关政策，制定相应的认定、考核、退出机制。对认定的文化遗产继承人，给予资金、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支持。制定“未来文化遗产继承人”计划，对有潜力的年轻人才，给予培训、生活保障等方面的帮扶，保障民族文化传承的可持续性。

利用多个平台和现代宣传渠道对文化能人进行宣传，组织有关民族文化的国际交流、作品展示等，扩大社会对民族文化的认知，扩大文化能人的知名度。对文化名人参与文化传承的相关产业给予政策、资金支持。

（二）加强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引导扶持

扶持文化企业发展，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发挥文化传承发展、提供就业机会、带动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推动形成具有民族地区特色的多种体制的文化企业共同发展的格局。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社会资本通过多种方式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投资、兴办文化企业，推动民族地区文化企业规模化、科学化发展。

培育特色文化产业品牌，形成具有较强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的特色产品和品牌，以项目为支撑，对文化产品品牌进行扶持，以品牌带动全产业链发展。

文化产业发展，要注重资源的优化与整合，处理好产业化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产业化与民族宗教信仰之间的矛盾，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


四、引导教育扶贫与民族工艺培训的有效结合


首先要对民族地区教育扶贫与民族工艺培训的结合形成准确认知，做好总体规划，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与民族文化传承的相关政策、措施进行整合，合理使用政策、资金资源，达到一次投入，实现多重目标的效果。

支持民族地区的文化能人、文化企业将文化传承与教育扶贫相结合，激发文化能人、龙头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支持针对贫困群体的培训基地建设，采用多种形式鼓励他们将贫困群体纳入技艺培训、产业发展体系中。

提升扶贫中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程序，对贫困群体的贫困程度、技能水平、学习能力进行合理评估，有针对性地将贫困群体培训与产业发展体系相关环节进行对接。


五、全社会营造扶贫解困、推动民族文化传承的良好氛围


首先，对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意义进行广泛宣传，普及社会对民族地区手工艺术的认知，激发民众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意识，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使民众以更大的热情关注并参与到文化活动中去。对扶贫工程进行广泛宣传，提升对当前扶贫任务的艰巨性和重大意义的认知。

其次，强调企业在扶贫解困、民族文化传承中的主体作用。遵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民众自主的原则，激发企业的社会责任感，使企业将自身发展与社会责任结合起来。

最后，扩大对民族文化价值、文化产品的宣传，提升社会对民族文化产品的认可，从市场消费角度，推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而提高民族文化传承、扶贫工程的效果，最终形成全社会多个层面参与、彼此协同、各司其职的良好氛围。

第四节 结语

教育有其自身规律，脱贫也有其自身规律。发挥教育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重要作用，既要遵循教育规律，也要解决实际问题。多元教育可以推动社会对民族地区文化传承和扶贫的关注，激发民族地区群众的文化自信，使得广大青年及贫困群体产生内生发展动力，从而为民族传承和扶贫获取发展的内在能力。在文化产业规模化、专业化、科学化发展的基础上，在当地文化能人的带动下，推动民族文化传承和教育扶贫的发展。教育扶贫为民族文化传承注入更多政策、资金、人才资源，民族文化传承为教育扶贫提供载体和手段，彼此协同共进，最终为实现核心目标——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共同富裕，实现社会、经济、生态协调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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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电商精准扶贫篇

第十二章 国际电商扶贫领域相关扶贫经验与借鉴

第一节 国际相关扶贫措施

由于互联网技术发展较早，普及应用程度较高，所以国际上并没有专门针对基于“电子商务”推广应用而达到扶贫脱贫目的的“电商扶贫”这种说法，而是采用含义更加广泛的“信息减贫”（information poverty reduction）等概念。

信息技术的发展带动了各行各业的快速发展，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但由于信息主体在基础设施、地理区位、家庭环境等各方面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化水平差异较大。信息化水平的差异，影响了人们的信息获取能力、沟通协同能力，进而造成教育不平等、收入不平等。而“信息扶贫”“信息减贫”“互联网扶贫”就是针对信息贫困和数字鸿沟问题，通过改善网络设施、发展电子商务、推广互联网等多样化的方式完善信息技术应用，减少信息水平差异，保障发展机会平等，实现资源共享与协作共赢。

联合国分别于2003年和2005年两次召开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把信息通信技术作为实现联合国《千年宣言》制定发展目标的手段，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地赋予穷人，特别是生活在边远地区、农村和边缘化城区的穷人，获得信息和使用信息通信技术的能力，使他们能借此摆脱贫困”。信息通信技术对经济、教育、民主、公平均具有积极作用。在实际操作上，美国、英国和日本都早已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减贫，国际组织大力推动马来西亚、印度、拉丁美洲甚至非洲广泛应用信息通信技术来减贫，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1]




一、美国信息减贫


当今时代是一个数据爆发的时代，扶贫工作仅仅依靠传统福利或者产业手段是远远不够的，结合信息技术的发展并以大数据为依托，能更高效而有针对性地推进信息减贫。

（一）构建全美农村信息中心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村地区失业率上升，贫困问题凸显。政府意识到这主要是农村经济发展出现了问题，此外农村社区还存在着社会、文化、技术等多方面的需求。在信息时代，农村应该和城市一样获得信息以及与信息有关的技术和资源，以推动社会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减小城乡差距。因此美国农业部启动建设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农村信息中心（RIC）。RIC的建立是美国扶贫工作在大数据建设和信息化管理发展上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信息减贫方面，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2]

 ：

1.RIC为农村居民提供多种信息服务

文化教育程度对贫困与就业有着重要的影响，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工作人群，很少存在贫困和低就业率的情况。RIC整合了包括农村教育数据、学校及图书馆查询系统、教育资源中心、联邦补偿贷款奖学金数据库、青年培训机构、美国印第安大学基金会、学生在线资助、农村社区大学组织、可持续教育经济开发中心、青年志愿计划、家庭医药教育项目、农村教育研究杂志、国家农村教育协会、美国印第安高等教育协会、美国农村特殊教育委员会、儿童帮扶刊物等全美丰富的教育信息资源。如此完善的教育信息可以改变贫困人群的受教育程度，进而达到降低整体贫困率的效果。

2.RIC的信息服务具有较强的农业专业性

RIC由美国农业部推动建立，设置于国家农业图书馆。国家农业图书馆作为美国十个专业化信息化服务中心之一，以其丰富的信息服务经验、丰富的农业文献馆藏、专业的人力资源、覆盖全国的图书馆体系以及庞大的信息资源库成为RIC项目成功的关键要素。

3.RIC与多个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RIC与多个组织密切合作，包括政府公共部门、社会组织、私营组织以及非营利性组织，这些组织既影响到信息资源的采集、基础设施建设，还与信息传播的效率有关。多个组织既为RIC提供了精准及时的信息支持和资金资源，同时也成为RIC传播体系的核心部分。通过RIC的有机连接，可以加快美国农村与市场、市场与企业、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结合，形成一个良性互助互惠的市场环境，从而高效地实现脱贫目标。

（二）采取多种措施，消减贫困群体的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又称信息鸿沟，其基本含义是：在信息化进程中，经济个体（国家、地区或个人）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在信息技术的开发、应用，信息基础设施的普及，信息的获取、处理能力上产生差距，这一差距使发达的个体利用“信息优势”和“知识优势”形成竞争优势，使落后的个体面临“知识贫困”和“信息贫困”的威胁，处于竞争劣势。
[3]

 由此可知，数字鸿沟概念提出了由于信息获取差异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教育与知识差异和贫富差异。

调研报告显示，20世纪末，美国农村的上网者比都市的要少，前者的计算机拥有量和上网人数都落后于城市。即使两者收入相当，市区居民上网人数也要比农村多出50%，而农村的低收入人群是计算机拥有量和上网人数最少的群体。
[4]

 因此，美国政府做出多方努力减小数字鸿沟，要逐步消除“技术领域的贫富差距”。早在1994年，克林顿政府就提出要让美国每个教室、每个图书馆都实现联网的计划，并陆续推出以下项目：

1.“技术机遇计划”项目

技术机遇计划（Technology Opportunities Program，TOP），创始于1994年，TOP每年都为各州政府、地方和部落政府，以及各非营利组织提供资助，以鼓励它们帮助农村和落后地区发展信息技术，并利用先进技术推动经济发展。TOP计划已经积累了大量十分重要的关于网络技术的创新性应用和管理知识。TOP曾为See Forever Foundation这个非营利组织投资39.5万美元，以建立一个叫作Shawnet的社区网络，从而利用信息技术帮助那些低收入的旧城区居民来解决当地的问题，例如为那些年老的人和上学的孩子提供学习计算机技术的机会。

2.服务低收入家庭信息培训项目

北卡罗来纳州的北卡公平与社区发展中心，提出一项以非营利组织和低收入家庭为服务对象的计划，将工作重心放在人员培训上面。该中心认为，虽然硬件设施必不可少，但是让更多人克服技术和心理障碍，学习计算机操作和上网技能也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对这些人在技术咨询、培训和精神方面进行引导鼓励。这个举措推动了低收入人群对信息技术的掌握与使用。

3.“家庭连接”项目

经济顾问委员会报告显示，在美国约有50%的10岁以下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在家无法上网完成作业。对比之下，许多中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放学回家后可以上网做调研、写论文，通过数字设备与教师和同学交流，但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无法开展以上活动。这使得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在教育上受限，影响未来发展。

奥巴马政府2015年宣布实施“家庭连接”项目，为生活在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辅助用房的学龄儿童家庭，即低收入家庭提供相关网络服务，以此来缩小数字鸿沟。这个项目将会为全美28座城市的约20万名学生提供免费或价格低廉的网络连接服务以及数字化培训和相关设备等，确保从幼儿园到12年级的学生在放学回家后仍然能享受到高效便捷的移动学习。
[5]




二、韩国缩小数字鸿沟


韩国政府很早就关注到数字鸿沟带来的发展不公平现象，为了缩小数字鸿沟，韩国政府在管理体系建设、政策规划制定，以及开展和实施缩小数字鸿沟项目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
[6]



（一）设计完整政策、实施体系

韩国为缩小数字鸿沟制定了大量针对性政策、规划和措施，并设计了完整的体系。该体系包括建设电信服务基础设施、接入电信服务、提供信息技术教育机会、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在线内容和数字鸿沟进行评估、推进有价值的数字生活以及缩小全球数字鸿沟六部分。围绕该体系，韩国推出了一系列相应措施：（1）电信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在农村地区建立高速信息网络；为边远地区提供卫星互联网服务；通过制定开发接入指南以及召开信息技术接入标准会议，提高公众的信息技术接入意识。（2）接入电信服务。由当地政府和邮政局共同建立社区接入中心；为残疾人提供技术援助；为低收入人群或者残疾人提供回收的计算机，并为他们接入电信服务提供30%~50%的折扣。（3）提供信息技术教育机会。韩国十分重视信息化教育的普及，并制定了详细规划。如：2002年“韩国1 000万人信息技术教育计划”实施后，已培训了包括教师、学生、居民、农民、家庭主妇、残疾人、老人等在内的1 380万人。（4）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在线内容和数字鸿沟进行评估。在www.itall.or.kr上建立了40项针对残疾人、老年人、低收入人群等的特殊在线内容。（5）提供有价值的数字生活。通过定期组织信息文化活动和杂志宣传，开展信息技术教育活动，提升公民的信息技术意识。（6）缩小全球数字鸿沟。开展互联网志愿者项目，志愿者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网络教育和培训中心，为该国公民提供信息技术培训。

（二）推出“信息网络村”项目

“信息网络村”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为偏远农村群体提供帮助，使他们通过获取教育、医疗、农业技术等丰富的媒体内容而受益。建设内容主要包括6个部分：（1）网络线路铺设到各家各户，并建立各村的“村庄信息中心”；（2）每个村设立“项目运作委员会”，根据一定的标准，免费向部分家庭提供个人计算机；（3）政府开展提高村民技能的培训项目；（4）选取“村庄领先者”，提供特殊培训，以提高他们的见识和专长，起到信息推广的扩散效应；（5）针对村民需求提供内容服务——从模拟工业技能到商品定价、从气象预报到儿童教育资源方面的信息，此外还开发了本地用户化内容；（6）开展公共认知项目，以确保村民了解通过该项目可以开展哪些事务。截至2006年5月，韩国“信息网络村”已经达到280多个，95%的农村家庭用上了宽带网。

为缩小数字鸿沟，韩国政府从政策到实施进行大力推动，使得韩国成为亚洲数字鸿沟较小的国家之一。

第二节 经验借鉴


一、对数字鸿沟给农村带来的发展劣势给予足够重视


数字鸿沟的本质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在普及和应用方面的不平衡，它意味着互联网普及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新的全球“信息革命”中面临着“知识贫困”和“信息贫困”，缺乏参与和发展的能力。
[7]

 截至2018年12月，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为2.22亿，占整体网民的26.7%，城镇网民规模为6.07亿，占比达73.3%，相差46.6个百分点。
[8]

 城乡之间的信息鸿沟更加大了农村经济发展的难度，限制了农民的发展能力。

因此，要高度重视数字鸿沟给农村、农业、农民带来的发展劣势。可以像韩国政府那样，为缩减区域、城乡、不同群体之间的数字鸿沟制定完整的体系，从战略的高度系统地制定有针对性的战略规划和项目，这对农村经济和贫困群体脱贫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水平，提供针对农民的信息服务


农村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的不足，本身就体现了贫困；而信息通信技术应用的缺乏，还将加剧农民的贫困。因此，要启动专项资金推动农村的信息化建设。我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建设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推进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投入计算机设备，在乡村设置信息服务站等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信息化水平。除了硬件建设，“中国农业信息网”等专业网站也为农民提供了大量专业信息。但是，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针对农民的专门化信息服务还略显不足。以美国农村信息中心为例，它提供农村教育数据、学校及图书馆查询系统、教育资源中心、青年培训机构、农村社区大学组织等，拥有覆盖全国的图书馆体系以及庞大的信息资源库，能够为农民提供非常完善、专业的服务。因此，我国还需要在软件、信息资源的深入开发和互联互通上进行投入，围绕农民生产、生活、自我发展的需求，提供更加完善的信息服务。


三、结合我国信息化发展特点，以电子商务带动农村信息化建设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迅速，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4.67亿，较2015年底增长12.9%，占网民比例为63.8%。很多农村地区通过电子商务的应用才了解信息化、互联网。电子商务的应用，缩短了销售渠道，扩大了市场规模。利用信息技术促进农业的现代化建设，使其发挥“叠加效应”和“倍乘效应”，让农民能够直观感受到网络带来的实效，享有改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形态带来的好处。激发农民的内生动力，促使其积极主动深入学习互联网、应用互联网，将“互联网+”与农业深度融合。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互联网的支撑，农村要发展，就要构建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发展精准化生产方式，完善农副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信息技术的发展为现代农业带来了新的发展空间，进而为延伸产业链，推动农业与工业、服务业融合奠定基础。



注释


[1]
 汪向东，张才明.互联网时代我国农村减贫扶贫新思路：“沙集模式”的启示[J].信息化建设，2011（2）：6-9.


[2]
 闫小斌，高延玲.美国农村再造计划中的文化信息服务：以美国农业图书馆农村信息中心为例[J].图书馆论坛，2017，37（2）：39-46；胡吉，陈晓亮，陈政.美国国家农业图书馆农村信息中心的文化信息服务及其启示[J].世界农业，2017（5）：34-38，5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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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电商精准扶贫概述

第一节 电商精准扶贫概念


一、电商扶贫提出背景


（一）我国经济进入发展新常态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呈现出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三大特点，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因此，要进行新的探索，注重资源配置效率与发展质量，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激发企业和社会活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更好地改善民生。这种形式为扶贫工作提出更多要求并带来新的挑战。

（二）“互联网+”注入行业发展动力

“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正在影响、改变甚至颠覆各行业，给各行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其与传统行业的深度融合，既能够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资源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又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融合于传统行业，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发展质量，改变传统行业的发展模式。

我国贫困地区主要由发展资源缺失、竞争意识不强、与市场对接失当等导致。
[1]

 而“互联网+”与农业生产、销售的结合，可以利用其跨越时空、资源配置、信息共享优势，实现区域发展的“资源再聚合，生产方式再调整，与市场高效对接”，为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提供动力，为农民脱贫提供契机。

（三）农村电商快速发展

我国电子商务从2007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31亿，普及率达到53.2%。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4.67亿，较2015年底增长12.9%，占网民比例为63.8%。2016年，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达5.16万亿元，同比增长26.20%。

在电子商务迅速发展的大环境下，农村电商也快速发展。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农村网络零售市场交易额达8 945.4亿元，约占全国网络零售额的17.3%，全年农村网络零售额季度环比增速均高于城市。2016年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1 589亿元，带动农民增收超过100亿元。其中，中西部地区农村电商实现跨越式发展，平均季度增幅达16.6%，高出东部地区3.2个百分点；农村网店超过800万家，占全网的25.8%，带动就业超过2 000万人。

当前，农村的信息化基础有了明显的改善，具备了发展电商的基础，特别是农村宽带与手机上网的普及，对电商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2015年10月14日，李克强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决定进一步完善农村及偏远地区宽带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部署加快发展农村电商，通过壮大新业态促消费惠民生。

（四）“电商+扶贫”成为精准扶贫新方向

2016年，农村仍有贫困人口4 335万人，一些贫困地区虽然有优质、特色农产品，但在市场宣传、品牌建设、销售渠道、加工手段、质量控制等方面发展水平低下，制约了经济发展和农民脱贫增收。因此，将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作用于帮扶对象，创新扶贫开发方式，成为精准扶贫新方向。

农村电商的发展，能带动农村地区相关产业，如农业、加工业、物流流通、培训服务业等电商相关行业以及餐饮、住宿、旅游等服务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为农民提供创业机会，还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同时，电子商务可以快速对接生产和消费，促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帮助农民掌握市场需求，增加农产品有效供给。同时，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深入发展，现代科技成果和商业理念能够迅速向农业产业链全过程渗透，推动产业升级。这对于提升农村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与发展质量，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意义重大。

鉴于电子商务给部分农村地区带来的巨大变化，国务院扶贫办于2014年将“电商扶贫”正式纳入扶贫的政策体系，并作为“精准扶贫十大工程”之一从2015年开始实施。


二、电商精准扶贫的概念及本质


（一）电商精准扶贫的概念

汪向东教授较早开始对电商扶贫进行研究，他从互联网与扶贫之间的关系角度，提出“电商扶贫，即电子商务扶贫开发，就是将今天互联网时代日益主流化的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作用于帮扶对象，创新扶贫开发方式，改进扶贫开发绩效的理念与实践”
[2]

 。并进一步对电商扶贫包含的内容进行研究，认为电商扶贫一是扶持贫困地区家庭网上开店，进行网上销售创业；二是改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基础，满足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三是强化对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的多方统筹，推动贫困地区优势特色农产品的开发、宣传与推广，进行农村特色旅游开发等。
[3]



更多专家、学者从扶贫手段视角对电商扶贫进行界定。徐艳红认为“电商扶贫就是以电子商务为手段，拉动网络创业和网络消费，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品销售的一种信息化扶贫模式”
[4]

 。顾一娴认为“电商扶贫就是借助电子商务，促进贫困群体网络创业及通过网络进行消费，推动贫困地区特色产品销售、降低销售成本的一种信息化扶贫模式”
[5]

 。

还有学者从概念边界进一步分析了电商扶贫与电商消贫、电商减贫的差别，认为电商扶贫更多的是扶贫主体的主动帮扶，而电商减贫或电商消贫还包括贫困主体在没有扶贫主体帮扶的情况下自发利用电子商务来实现减贫脱贫的情形。
[6]



通过诸多学者的相关研究，可以得出，电商扶贫的主要目的是帮扶贫困家庭脱贫。其方式可以是通过直接帮助贫困户在电商平台上开办网店获取收益；也可以是通过发展电商基础设施，以电子商务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如农业、加工业、物流流通、咨询服务业、旅游业等，让贫困家庭参与到产业链中获取收益；或者可以是随着当地电子商务及相关产业的规模化发展，贫困人口通过获取溢出效应实现脱贫。电商扶贫参与者多元，除了政府部门，还包括电商平台企业、物流企业、协会组织、社会组织等，是一个需要多方合作的系统工程。

综合各个观点，并结合电子商务及扶贫的有关概念，本书认为，电商精准扶贫是以市场为导向，以建档立卡贫困家庭脱贫为目标，综合包括政府部门、企业、协会、社会扶贫机构等各种力量，通过完善网络、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发展电子商务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让贫困家庭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相关产业链中，促进贫困家庭创业及就业，增加收入，提升幸福感与获得感的举措。

（二）电商精准扶贫的本质

纵观精准扶贫的诸多工程，只有电商精准扶贫将互联网、电子商务作为一个主要的手段明确地提出来。而互联网带来的最本质的改变，就是跨越时间、空间的约束，让当地的特色资源，如农产品资源、旅游资源，能够对接更大更广阔的市场。

电子商务作为基于互联网的信息技术，提升了使用者对接市场的能力：让需求者具有更加广泛的商品选择权，也让生产者具有更强的资源整合能力。基于互联网的交易使得交易成本降低，促成原本因不经济而无法实施的交易得以实现。同时，通过对接广大的市场需求，倒逼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产业的升级，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最终实现贫困家庭脱贫。

因此，电商精准扶贫的实质是对接，即实现农民通过互联网与市场化思维的对接，实现贫困地区的产业通过电子商务与整个大市场的对接，突破本地市场的束缚，破解现有扶贫开发方式在市场对接上的短板。这是授人以渔式的、以市场为导向的扶助，其实施对扶贫工程具有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电商精准扶贫相关政策及举措


一、电商精准扶贫政策梳理


2010年和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了农村电子商务的重要性，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指出构建农村电子商务平台，加快农产品进城的迫切性，并推出了一系列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建设的决定与举措。

2015年8月，国务院扶贫办提出将电子商务工程纳入扶贫开发体系，以此为节点，国家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和相应的举措。表13-1列示了部分重要政策及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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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1 电商精准扶贫政策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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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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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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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基于中央精神，各地也因地制宜，发布了一系列的实施方案，本书不一一列示。


二、电商精准扶贫相关举措


通过对相关资料进行梳理
[7]

 ，并结合近期的一些新举措，本书整理电商精准扶贫相关举措如下：

2015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在甘肃陇南启动电商扶贫试点。重点在陇南市9县区1 365个建档立卡村中选择确定450个贫困村先期开展试点，探索建立电商扶贫六大体系：行政推进体系、网店服务体系、网货供应体系、网络物流体系、人才培训体系和考核评价体系。

2015年9月，国务院扶贫办与苏宁集团签署全国农村电商扶贫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公开的信息，双方将在“电商扶贫双百示范工程”、电商扶贫O2O展销专区、“10·17”扶贫购物节、农村电商人才培养等四个方面展开合作，在100多个贫困县开展“双百示范行动”，覆盖234万户贫困家庭。

2015年11月，国务院扶贫办联合苏宁启动第二轮电商扶贫试点，计划3年内在18个省（区、市）的104个贫困县开展电商扶贫探索。

2016年1月，国务院扶贫办与京东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共同探索“产业扶贫、创业扶贫、用工扶贫”三大模式，京东将在“十三五”期间投资30亿元，主要用于贫困地区生鲜冷链宅配体系建设；在832个贫困县中选择200个县作为电商扶贫示范县，每年使用10万用工扶贫指标，直接或间接帮助2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稳定脱贫。

2016年2月，国家发改委与阿里巴巴集团在京签署结合返乡创业试点发展农村电商战略合作协议。未来3年，国家发改委将加强统筹规划，不断改善试点地区创业环境，并组织试点地区与阿里巴巴对接。阿里巴巴每年将在国家发改委选定的约100个返乡创业试点中，设立约100个县级服务中心和1万个村级服务站，每个村级服务站视实际需要可承载“生态中心”“公益中心”等功能。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农村淘宝、蚂蚁金服、阿里健康以及智慧县域等16个相关项目也将适时落地，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生态链和生态圈，吸纳更多人员返乡创业和就业。

2016年5月，财政部、商务部、国务院扶贫办三家首次联合下发通知，国家投资36亿元，在240个县实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其中，明确规定国家级贫困县占比不低于50%，而最终的比例达到了66%。

2016年6月，财政部、商务部和国务院扶贫办提出意见，力争在今后三年内对有条件的600余个国家级贫困县进行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全覆盖，并得到国务院批复同意。

2016年10月，中央网信办会同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等部门制定并印发了《网络扶贫行动计划》，重点实施网络覆盖、农村电商、网络扶智、信息服务和网络公益五大工程建设。

2017年1月，《2017年网络扶贫工作要点》印发，列出了6大方面35项具体工作任务，对网络扶贫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

2017年4月，中国残联、商务部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制定了《电子商务助残扶贫行动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扶持10 000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接受电商知识培训，扶持3 000名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家庭创办经营网店，辐射带动15 000名残疾人从事电商产业链创业增收。

2017年5月，财政部办公厅、商务部办公厅、国务院扶贫办综合司发布通知，鼓励各地优先采取股权投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以奖代补、贷款贴息等支持方式，通过中央财政资金引导带动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农村电子商务工作。

2017年11月，农业部在江苏省苏州市召开全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交流会。农业部副部长余欣荣在会上强调，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大力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信息化支撑。这为农村电商的发展奠定了设施基础。

第三节 电商精准扶贫机理

当前，针对电商扶贫机理的研究不多，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李鲁云等从产业发展视角，认为电商扶贫突破时空、信息、市场限制，让产业直接面对广阔的市场，为摆脱贫困找到了一条可持续市场化的产业发展路径。
[8]

 汪向东、王昕天认为电子商务不仅能帮助农民突破本地资源限制，还能以平台为基础带来市场机会和低进入门槛，为扶贫创造了重要的市场生态环境。
[9]

 郑瑞强等主要从资源重构视角出发，认为电商扶贫突破了贫困区域与微观主体在发展过程中对发展基础与稀缺资源的依赖，利于传统资源要素与发展方式在碎片化分解基础上进行重构。
[10]

 林广毅分析了电商扶贫的三个途径——增收、节支、增能，并从社会群体、行政区域及产业领域分析了电商扶贫的作用范围，从扶贫主体到扶贫对象按不同路径分析了扶贫的作用机理。
[11]



电商扶贫的提出不过短短几年时间，针对电商扶贫作用机理的研究还在探索阶段，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商扶贫的范围、方式、作用等方面。本书认为，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挖掘电子商务的特征，聚焦电商扶贫的核心目标，从贫困群体的贫困原因入手，从电子商务对贫困的破局及对贫困群体自身和外部要素赋能视角探讨电商扶贫的作用机理，使得对电商扶贫的作用机制的研究更直接、更具针对性，也更加体系化。


一、电商对贫困的破局机理


（一）农村贫困成因

当前，贫困依然在世界各个国家存在。在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造成农村贫困的原因很多，诸多学者对农村地区贫困根源进行了研究。曾志红等从社会制度建设的视角剖析了我国农村致贫因素，认为二元经济制度、土地制度等制约农村发展，导致贫困。
[12]

 邵延学认为经济结构、要素缺乏、文化教育等因素直接导致了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
[13]

 胡鞍钢
[14]

 、王成新等
[15]

 、陆毅龙
[16]

 提出人力资本缺乏论，认为欠发达地区贫困问题的一个重要成因是人力资本缺乏，或者家庭缺乏劳动力或健康等。刘龙等提出农村贫困根源于其积淀的贫困文化，要实现农村富裕，关键在于要解决农村的贫困文化问题
[17]

 。

在当前快速发展的社会经济形势下，我们农村地区贫困也呈现新的特点，贫困成因集中体现在资源约束型贫困和能力约束型贫困，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1）要素短缺。贫困是由于缺乏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必要的自然条件以及贫困者个人应具备的文化素质与创业精神等。（2）社会不平等。贫困主要由于在社会的经济过程、政治过程和社会生活中很少占有资源，从而导致在利益分配上没有有效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机会，因而陷入贫困之中。（3）贫困文化理论。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刘易斯提出来的，认为贫困地区存在一种“贫困文化”。贫困者通常居住在贫民区，使得他们长期陷入贫困者之间的集体互动，并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对隔离开来，逐渐形成了一种脱离社会主流文化的贫困亚文化。这种亚文化形成之后，将一代代传递下去，使得贫困者很难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即使遇到摆脱贫困的机会也很难利用这种机会走出贫困。
[18]



由以上分析可知，造成贫困的原因复杂多样，因此扶贫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多方主体、多种方式来解决，发展农村电商这一举措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可以从电子商务特点入手，针对农村地区呈现出的资源约束和能力约束，解决部分农村贫困问题。

下面结合电子商务特点，从贫困破局—多层赋能两个角度分析电商扶贫机理，如图1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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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 电商扶贫机理图

（二）基于电商的贫困破局

电子商务是基于现代信息技术，集金融电子化、商贸信息网络化为一体的新型贸易方式，具有实时、开放、连接一切的特性，与传统商贸形式相比，电子商务呈现出不同的特点：（1）突破传统的时空观念，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2）交易过程数字化，提高了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处理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使得原本因不经济而无法实施的交易得以实现；（3）重新定义了流通模式，减少中间环节，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能直接对接；（4）信息流通更加通畅，为各种社会经济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了更多可能。

因此，将电子商务应用于农村，给农村个体、组织、经济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能从开拓群体思维、推动资源对接、加速资源重组几个角度，破解当前的贫困局面。

（1）通过电子商务的应用，推动互联网在农村的普及。互联网经济作为一项新的经济形态，颠覆了传统社会经济系统发展的产品观、时空观等传统思维，并将原来闭塞的边远农村，同外界信息连通，实现信息共享，消减信息不对称性。同时，电子商务推动个体创业，吸引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返乡创业，将更多智力、创新的思维注入贫困地区，打破贫困亚文化对人思想的禁锢，破解贫困文化的局面。

（2）通过电子商务的应用，将互联网思维注入农业生产与销售之中，发掘农村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盘活农村市场。通过缩短流通渠道，提高流通效率，实现农村已有资源与市场多元需求的对接、农村生活生产需求与市场丰富供给的对接，提升农产品销量，缩减生活生产资料的购买投入。最终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对接效率，破解资源稀缺的局面。

（3）通过电子商务的应用，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转型，创造更多的创业、就业机会，吸引资金、技术、智力资源流入，破解资源分配不平等的局面。

由此可见，将电子商务引入扶贫工程体系，能盘活农村的人财物资源，让扶贫搭上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快车，从而对扶贫整体工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电子商务平台搭建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制度、资金、人才、技术支撑。要在后期运营中实现社会经济目标，更要对当地交通网络设施、流通体系、产业发展提出一定要求。


二、电商扶贫体系构建


（一）电商扶贫要素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电商扶贫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参与方，多个产业，对基础设施也提出了一定要求。因此，电商扶贫要素也较为复杂，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电商体系及扶贫体系。

1.电商体系要素

电商交易平台：电子商务活动中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交易撮合及相关服务的信息网络系统总和。平时使用较多的京东、天猫等综合平台，天天果园、沱沱工社等生鲜农产品交易平台，都是电子商务交易平台。

物流中心：接受供应方的送货要求，负责及时将有形实物商品送达需求方指定的地点，并跟踪商品的动态流向。物流可以由供应方自有物流提供，如京东，也可由社会各物流企业多方合作实现。

支付中心：为电子商务系统中的需求方和供应方等角色提供资金结算和支付服务，一般由银行及支持电商服务的第三方支付共同承担。

电商基础服务平台：网络基础服务商提供网络基础建设、网络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针对一些边远地区网络基础还比较薄弱，网络使用条件不足等现状，“十二五”期间提出的“宽带乡村”工程，对于推动农村地区宽带发展与普及有着重要的作用。

供应方、需求方：可以是企业、个人、政府等。只要是通过电子商务系统购买商品或服务，就是电子商务系统中的需求方；而只要是通过电子商务系统提供产品或服务，就是电子商务系统中的供应方。农民既可以是需求方，通过电子商务系统购买生活用品及农资产品，或通过电子商务系统获取信息咨询及教育培训服务；也可以是供应方，通过电子商务系统出售本地特色农产品、手工艺品，发展乡村旅游等。本书更加强调其作为供应方的视角。

2.扶贫体系要素

扶贫体系主要由各个主体构成，在电子商务运作的相关环节，提供支撑条件，保障电子商务体系的正常运作，直接或间接帮助扶助对象参与到电子商务及相关产业的产业链活动中，获取就业机会，提高收入。

扶贫主体主要包括帮扶对象、政府、企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各个主体彼此协同，通过以下活动，帮助帮扶对象顺利融入电子商务及相关产业中：

基础建设：完善制度建设、网络基础设施、物流基础设施，完善交通，保障电子商务的顺畅运行。

教育培训：对农户进行专项培训，了解互联网、电子商务基础知识，了解如何通过网络进行信息咨询、网上营销等，并进行相关产业的运营培训。

品牌建设：大多数农产品，尤其是特色农产品对地域的依赖性很强，有明显的地域特色。因此，大多数农产品打的是地域品牌。尤其随着“一县一业，一村一品”战略的推动，使得地域品牌这一准公共品的打造，更多地落在当地政府、协会、龙头企业身上。而在电子商务时代，品牌对产品的销售具有更加重要的作用，这需要相关组织对品牌宣传、标准管理、质量控制、市场准入等进行管理。

资源对接：电商扶贫的本质，就是产品对接大市场，撬动多个产业联动发展，这需要调用更加广泛的资源，如人才资源、生产资源、网络服务资源等。尤其在前期启动阶段，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牵头，与多个资源进行对接。如大的电商企业——阿里巴巴、京东等，在网站纷纷建立特色农产品频道，帮助农户实现产品品控、物流配送、品牌宣传。这将对推动当地产业发展发挥巨大的作用。

资金投入：引入专项资金，进行农资、农产品相关网站建设及培训服务等。

（二）体系构建

电商扶贫体系的构建，是基于市场需求、扶贫目标，对电商体系和扶贫体系进行有效融合，其主要内容如图1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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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2 电商扶贫体系


三、电商扶贫路径：赋能


将电子商务与扶贫工程相结合，实现了三个连接：连接贫困个体与基于网络的广泛的信息资源；连接贫困区域的相对优势、特色资源（特色农产品、特色手工艺、特色旅游资源等）与广泛的市场需求；连接贫困区域以及发达地区之间的碎片化资源，促进彼此交融、重构。这些连接使得贫困地区能够突破其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限制，为地区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这实质是基于互联网，利用电子商务的实施，实现了各个层次的赋能，包括个体层次、产业层次、区域经济层次、社会生活层次。将贫困地区碎片化的资源（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信息资源、资金资源等）基于电子商务的发展进行重新整合，获取发展动力，推动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从而使得贫困个体受惠，脱离贫困。

（一）为贫困个体赋能

1.知识学习、创新思维能力

通过发展农村电商，能够完善农村网络基础设施，让更多的农民能够通过网络了解更多的信息，其对农民的影响首先体现在思维的改变上。互联网经济作为一项新的经济形态，带来了巨大的激励和新的思考，能激发贫困农民的学习潜力，使其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并能够促使其学习相关电子商务知识，提升参与电子商务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的提升使贫困家庭不仅可以实现经济脱贫，还能让其更容易地融入外部社会。

2.基于电商平台的自主创业能力

随着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在政府相关部门及电商平台企业的扶持下，越来越多的农民个体在网上开店，实现自主创业。电子商务创业属于“轻创业”，不需要像传统实体店面那样承担高成本的房租和人员开支，有门槛低、成本低、风险低的特点。尤其淘宝、京东、苏宁等，纷纷开设特色农产品频道，并给予农民电商培训、小贷金融、物流方面的支持，使得农民能够基于当地特色农产品，很容易实现自主创业。

3.群体示范的带动能力

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使得“领头羊”示范效应可以得到充分发挥，有利于成功模式的复制和致富知识的扩散，从而大大降低了农村电子商务扶贫的难度。
[19]

 在我国东部沿海的一些农村中，最早的一批草根农民率先尝试在淘宝网上开网店，并实现增收。这些农村草根网商的成功，不仅让他们自己变身为专职的网商，而且形成示范效应，带动了周围乡亲们纷纷效仿，逐步形成淘宝村、淘宝镇、淘宝县，带动群体脱贫。

（二）为产业发展赋能

1.市场扩大化

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其本质就是要基于互联网来打破时空界限，帮助农民克服信息不对称的劣势，直接对接大市场。贫困地区的产业开发往往因本地市场的容量限制，或者收购商的垄断，使得农民缺乏议价能力，造成贫困户脱贫致富门路狭窄、产业开发收效甚微。而电子商务可以突破地域局限，通过电商平台，连接范围更广、购买力更强的大市场。例如“孔明灯大王”刘鹏飞，2007年开设网店售卖孔明灯，三年后，销售额超过6 000万元，产品远销德国、瑞士等欧美国家。如果没有电商，这种发展速度是难以想象的。

2.渠道多元化

长期以来，贫困地区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因素限制，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多囿于本地市场，使得产品销售价格偏低、产业发展缓慢。通过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帮助贫困地区建立现代农产品物流体系，使得农产品可直接对接城市市场，拓宽营销渠道。同时，边远地区的特色农产品，以其绿色、无污染的特色，通过直接对接城市市场，满足城市居民的个性化需求，获得产品溢价，实现供需双方的双赢。

3.产品品牌化

农产品在本地销售，其品牌作用不甚显著，使得农产品品牌建设长期被忽视。但是，随着农村电商的发展，基于网络销售的模式，使得产品得以面向海量消费者，同时也与海量同类产品进行竞争。要在网络营销中赢得竞争，农产品的品牌建设越发重要。这些需求，也倒逼农产品经营者、当地政府、龙头企业进行农产品品牌化建设。同时为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在包装设计、创意营销等方面都应该实现突破和转变。这对产业发展、提升有着巨大的作用。

4.质量高端化

在电商平台上，有地域或产品品牌的优质农产品享有更好的信誉评价和更高的等级，也能从电商平台获取更多的营销资源。在市场双向选择下，由于信息的公开透明性，一旦农户提供劣质农产品将会使得以后没有采购方愿意与其合作。在这种公平竞争的激励作用下，农户不断提高农产品质量，提升品牌影响力。

（三）为经济发展赋能

1.产业联动

首先，电商产业的发展将直接带动电商服务业的发展，如网络建设、咨询服务、金融服务、电子支付、仓储物流、信息技术等产业。同时，电子商务产业不是独立发展的，它是一个交易平台，对其他产业的赋能、连带作用也非常突出。如农村电商对农产品产业的赋能，能够随着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和滚动壮大，带动种植、饲料、畜牧、皮具、冷链仓储等行业的产业化发展，最终形成规模效应和范围经济，通过产业联动带动经济发展。

2.资源整合

电商不是单一的产业，而是多方协作的一个系统工程，电商也是推进资源整合的重要载体。电子商务是一个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需要引入大量人才，推动了人力资源的流动。此外，在电商运作过程中，农村电商通过与各类企业合作，以电子商务渠道为媒介，对贫困地区及周边发达地区的资金资源、市场资源等进行整合，推动产业发展，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四）为农村社会转型赋能

随着电商与当地产业的深度融合，越来越多的农户参与到电商及相关产业中，从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转变成产业工人、网络客服人员、创业者等等。产业的发展，也推动了各个组织协会的成立，比如：在湖南怀化借母溪乡的电商扶贫工程中，随着产品市场需求的扩大，当地以能人带动，先后成立了借母溪土特产专业合作社、养蜂合作社、农家乐旅游协会等，提高了农村的组织化、信息化水平。农村电商的发展，同时也促进了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农民就近就业，吸收包括城镇居民、大学生在内的外地人到农村来为网商打工，为农村城镇化道路提供了新的启示。

同时，农村电子商务推动了农民工返乡，改善了农村的人口结构，减少了“乡村空巢”现象，提高了农民家庭生活质量。农民通过电商在提高收入的同时，还通过互联网开阔视野，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管理和乡村振兴建设，使得农村社会转型成为可能。

第四节 电商精准扶贫模式

电商扶贫的主体和对象是多元的。电商扶贫主体可以包括政府部门、电商平台企业、中小电商企业、物流企业、协会组织、社会扶贫机构等各种社会力量。作用对象不仅仅限定于贫困家庭，也可以直接资助企业、致富带头人等，通过其在贫困地区发展电子商务来帮助贫困户脱贫。因此，扶贫模式的划分也有多种视角。


一、一般扶贫模式


扶贫模式，指的是扶贫主体运用一定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利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作用于扶贫客体，促进扶贫客体脱贫致富的方式、方法和措施的总称。依据不同的标准，扶贫模式有不同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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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扶贫主体划分，可分为四种：一是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二是企业主导型扶贫模式；三是对口扶贫；四是民间扶贫。

（2）按扶贫主体作用于扶贫客体的方式划分，可分为救济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两种模式。进一步对农村扶贫开发模式进行细分，可以划分为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劳动力转移培训以及异地安置、外资扶贫和对口帮扶模式。

（3）按扶贫主体投入的扶贫要素划分，可分为三种：一是物质扶贫模式；二是文化教育扶贫模式；三是信贷扶贫模式。

（4）按扶贫客体的脱贫地域划分，可分为就地扶贫模式和异地迁移扶贫模式两种。

（5）按扶贫资源分配的对象划分，可分为区域（社区）扶贫模式和直接扶贫到户模式。

（6）按照利益联结机制划分，可分为“政府+公司+农户”“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农户”“合作经济组织+公司+农户”四种模式。


二、电商扶贫模式


以上通用扶贫模式的划分，也可以应用于电商扶贫模式。但是，电商扶贫基于电商的特点，在近几年的实践中，也形成了其独特的扶贫模式。

（一）根据主导主体

1.政府主导型

由政府主导的电商扶贫。很多地区把电商扶贫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建立由有关部门参加的协调联系机制，成立地方电商协会。制定相关财政政策，引导基础设施投资向电信、交通、物流等领域倾斜，带动社会资本参与贫困地区的电商建设。

政府主导型通过以下工作进行引导：（1）政府主导建立农村电子商务产业园，集人才、服务、物流于一体；（2）在农村建立专门的电子商务服务中心，进行培训等工作；（3）投入相应的硬件物资，如电脑、打印机等上网设备，帮助一部分人开始使用电商平台；（4）搭建平台，树立地方品牌形象，销售地方农产品。

2.企业主导型

企业主导，就是大型电商企业平台或者生产加工企业、当地龙头企业，引导农户直接或间接参与到电商产业中。大型电商企业平台，如阿里巴巴和京东，专门开设了特色农产品频道，并在开设网店、存储、物流等环节对农户进行帮助；当地大型加工企业、龙头企业，建立营销网站，引导农户按照用户需求提供农产品。

3.农民自发式

不需国家投入，农民根据市场需求，自发参与到基于电子商务的创业及就业中，如江苏堰下村、沙集模式。农民自己捕捉市场需求，通过淘宝等电商平台搭建网店，农户在自己家中，就可以直接对接全国乃至全球市场。通过示范带动、创造劳动岗位的方式，带动大家脱贫。

（二）根据电商供需对接方式

1.农户+龙头企业+电商平台

当地大型加工企业、龙头企业通过建立营销网站或者在大型电商平台开设网店，组织农户按照用户需求提供农产品。例如安徽省岳西县位于大别山腹地，十分适合红心猕猴桃的生长。岳西县农业龙头企业安徽省华之慧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当地流转了300亩土地，建设了红心猕猴桃生产基地。土地流转按照田地每亩400元、山场每亩25元的标准对当地农户给予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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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基地还主动吸收当地农户就业，为当地农户提供培训。生产的猕猴桃，除了传统线下营销，还通过中国邮政打造的邮乐网在网上销售。

2.农户+电商平台

农户直接在电商平台开店，销售特色农产品或手工艺品。很多早期开网店创业的农户，比如“孔明灯大王”刘鹏飞等，大多采用这种模式。

3.农户+合作社+电商平台

农户集结成合作社方式，在电商平台开店。贫困户通过加入合作社，可有效提高其组织化程度，解决农产品分散进入市场的问题。例如湖南怀化借母溪乡通过组建土特产专业合作社、养蜂合作社、农家乐旅游协会等方式，将农户组织起来，开设电商进行营销。

4.龙头企业+电商平台

当地大型加工企业、龙头企业，通过建立营销网站或者在电商平台上开店直接销售产品。龙头企业通过吸纳劳动力的方式，帮助贫困农民增加收入。

5.订单农业

根据市场需求，按需提供农产品。采用订单式预订，减少销售波动，保护农民利益。例如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生产的“苏尼特羊”，是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和人工选育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品质的优良类型。当地政府牵头，启动了“草原有我一只羊”项目，采用私人定制方式，推广苏尼特羊。全国用户通过手机预订苏尼特羊，订制成功之后，顾客随时可以通过网络环境查询羊的活动路径以及牧养过程。顾客拥有一只属于自己的羊，从羊的出生、成长、宰杀、物流、直到餐桌的全程都可实时掌控。这种私人化定制模式，是订单农业比较高端的模式。

6.O2O模式

农户根据资源特色，实现体验式消费模式，线上支付，线下体验。比如凉山州在成都建立了3 000平方米的大凉山特色农产品体验中心，实行线下体验、线上销售，月销售额超过3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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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电商精准扶贫典型案例

当前，研究电商扶贫案例的文献较多，如沙集模式、陇南模式、通榆模式、淘宝村模式等等。近期，通过挖掘非物质遗产、旅游等资源，使第三产业的扶贫模式逐步有所见效。下面选择近期比较有代表性的电商扶贫案例进行介绍。虽然模式各异，但都是基于电子商务跨越时空的特性，实现农村与市场、农村与资源的连接，通过开拓思维、资源重组、资源对接等多种方式，破解农村贫困成因：贫困文化、资源短缺、分配不公。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层赋能——为贫困农民赋能，为产业发展赋能，为经济发展赋能，为农村社会转型赋能——带动农村产业及地方经济发展，以实现扶贫目标。在此过程中，各个主体各司其职，发挥各自优势，形成融合互动、资源互补、充满活力的电商扶贫体系。

第一节 案例1 贵州惠水：政府驱动区域推进式电商扶贫


一、背景


惠水县隶属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位于贵州省南部，北邻贵阳，西及安顺，位于滇桂黔石漠化片区。全县拥有46万人口，少数民族占58%，少数民族以布依族和苗族为主，同时有毛南、壮、水、回等少数民族。惠水县是国家级贫困县，下辖8个贫困乡镇，共有13 372户贫困户，贫困人口42 378人，其中108个贫困村中共有贫困户9 046户，贫困人口30 086人。


二、扶助举措及效果


（一）政府牵头，多方引导

贵州省扶贫办选取惠水、印江等10个县区作为电商扶贫示范县，通过以点带面推进工作等方式，全力推进电商扶贫工程。

惠水县作为“以电子商务带动美丽乡村建设省级示范县”，非常重视电商扶贫工作，成立了以县委书记任组长、县长任常务副组长、分管副县长任副组长、相关部门为成员的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工作领导小组，引导和督促县内骨干流通企业、电商企业、物流配送企业及服务站点等项目实施主体全力推进项目实施。

2015年以来，惠水县充分整合各类资源，推行电商扶贫“一心百站千店”工程，打造电子商务全产业链。产业发展方面，根据当地资源特色，重点发展草地畜牧业、核桃、中药材等十大扶贫产业，建设十大扶贫示范园区，开发农特产品、民族工艺品、旅游纪念品等特色网售商品，并使其规模化、商品化、品牌化。惠水县8 类50多个品种的大米、牛肉干、金钱橘、菊花、茶叶、羡塘布依粉丝、黑糯米酒等已作为首批产品进行包装设计，并挑选23家农村淘宝服务站作为上行产品推广运营试点。

经过两年多的发展，惠水县成功打造了县级电子商务（扶贫）产业园及县级电商物流产业园，培育电商企业50余家，还引进了农村淘宝、京东及淘黔宝电商平台，与阿里巴巴、京东集团、贵州农经等电商企业合作。

（二）全面建立电商网点

抓好村社一体、村企一体的发展模式中村委会、供销网点、农信社营业点的有机结合，建立具有电商上下行、通信、金融终端服务、代购车票机票等便民服务功能的贫困村电商网点，为每个网点补助2万元。截至2017年初，在各镇（街道）建成257个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涵盖151个行政村，实现了电子商务服务站（点）镇级100%全覆盖、村级75.1%的覆盖率。

2015年，惠水县已建成电商扶贫服务站65个，其中贫困村22个，解决了200个贫困村民的就业，为20 000余贫困村民提供了便利，降低了生活成本，帮助村民销售了米粉、豌豆粉、黑米、红米、玉米、小黄姜等当地农特产品，使贫困村民年平均收入增加了800余元。2016年1—10月，惠水县电商企业（个体）实现网络交易额8.16亿元。好花红镇全镇网络交易额突破亿元大关，其中仅农特产品占到了867万元，电商在带动农民致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专项资金支持电商扶贫

为更好更快地推进电商创新创业、就业扶贫工作，惠水县科技局通过多种途径，争取到电商发展专项资金、电商扶贫专项资金共2 50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补助1 500万元、省级财政资金500万元、县政府安排专项发展配套资金373万元。资金重点用于支持电子商务宣传、培训、物流配送以及支持电商企业村级服务站网点建设等。

每个电商扶贫服务站经县级验收合格后，给予资金用于平台开发、网店设施、人员培训、代购补贴等，将电商扶贫发展工作作为检验各级领导班子、领导干部执行力和落实力的重要标准，确保电商扶贫工作有序推进。

各电商扶贫服务站利用农闲时间开展网络购销宣传，并通过实体展示、货物对比、购销体验等方式，进一步提升贫困群众对网络购销的认可度，打下“黔货出山”的知识基础。

电子商务进社区、进农村，不仅把农户的产品变了现，还可以让农户更精准地掌握市场需求信息，更加合理地规划自己的种植养殖业结构，实现了“以销定产”，使得产业扶贫更加精准。

全县截至2017年初已有各类网店1 000多家，电商日发货可达5 000单，日均交易额30万元。而电子商务的快速健康发展，带来了“拓市场、促消费、带就业、稳增长、真脱贫”的良好效应。据统计，目前惠水县直接从事电商行业的就有3 000余人，辐射带动了近万人就业，惠水县也先后被列为2015年省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2016年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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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立电商运营服务中心

为了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建设，更好地为电商提供技术培训、业务咨询、经验交流等服务，拓宽农特产品的网络销售渠道，惠水县建立电子商务运营服务（孵化）中心，并采用政府采购服务的方式进行市场化运营。

电子商务运营服务（孵化）中心设置了人才培训区、电商拍摄设计区、运营客服区、实物陈列区、仓储包装区、交流展示区。电子商务运营服务（孵化）中心可提供的服务有零起点开店、网店货源供应、包装物料供应、电商高级技能培训、电商人才推荐、网店代运营、网店美工设计、网店营销推广等，为农民网上开店、网店运营提供了全面支撑。


三、特点及启示


在惠水县的电商扶贫中，政府发挥的引导作用非常明显。政府通过总体规划、资金投入、配套培训等，对全县的电商网点进行布局，整体区域式推进农村电商的发展，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这种模式的选择有其基础条件的使然，具有以下特点：

（一）基础薄弱，需政府带动

政府驱动区域式推动，适合整体产业、电商基础普遍比较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不仅地理位置偏远，资源匮乏，基础薄弱，也缺乏类似江苏沙集那种具有敏锐市场意识、能自发捕捉市场机会、建立具有带动作用的电商企业的能人。这种情况下，需要政府完善基础设施，培养农民的市场意识，并利用各种资源，引导、带动农民通过电子商务带动产业发展，走出贫困。

在此期间，惠水县政府协同多方资源，在以下方面进行带动：

第一是硬件建设。完善交通、网络、信息、产地集配、冷链等相关设施，鼓励农村商贸企业建设配送中心，发展第三方配送等。这些措施为农村电商创业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第二是软件建设。一些地方鼓励涉农电商平台建设，鼓励社会资本、民间资本、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建设涉农电商平台，拓宽农产品、特色产品、乡村旅游等市场，为农产品进城拓展更大空间。一些地方政府拿出专项资金进行农村电商的培训，全方位提升农民应用互联网的能力。另外，有些地方对创业者免费提供场地和办公设备，对符合条件的电商给予担保贷款及贴息等。

惠水县对电商扶贫服务站负责人、有意愿开办网店的贫困学生和返乡农民工等群体进行电商运营体系技术培训，进一步扩大电商扶贫参与度。依托电子商务运营服务（孵化）中心，为全县农特产品网销提供摄影美工、品牌培育、创意设计、文化包装、运营推广、品牌展览等系统性、全面性的电商服务。推广便民金融，由信用联社在电商扶贫服务站设立金融网点，解决贫困群众小额现金存取难的问题，使得农村金融服务不出村，进而彻底打通农村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该县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鼓励农村青年、返乡农民工、大学生发展电商。这都为农村电商创业提供了巨大的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空间。

（二）政府引导，市场化运营

扶贫不能仅靠政府引导，也需要进行市场化运营，这样才能培育农村电商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实现自我“造血”功能，帮助贫困家庭真正脱贫。

惠水县扶贫工作队把农民、网商、供货商、物流商等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了统一协调，同时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政府与企业协作配合，实现撮合、推动、监管。形成多方实力后，采取自建服务平台与借力外援合作“两条腿”走路的办法，实现传统销售与电子商务发展的结合。

（三）树立典型，以点带面

为了探索电商扶贫的经验，也为了让农民看到电商扶贫的效果，惠水县选择好花红镇建立电商扶贫示范点，吸引企业进行电商建设。其中贵州华夏中璟集团在好花红镇建成中国农业云大数据中心、百鸟河数字小镇、好花红电子商务村，利用高新技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好花红电子商务示范村集全县内所有农特产品、特色美食、民族文化、健康休闲等为一体，开设体验店，展示和宣传县内特色特产，提高产品知名度，助推产品品牌化。产业园区以及好花红电子商务村的建设运营吸引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就业创业，带动了500余人就业。同时，贫困户将自行生产的绿色农产品主动交到服务站，缩短产品的流通环节，服务站按照不低于市场的价格统一收购，最终由中国网络菜市场惠水物流配送中心统一包装售卖，走出农产品进城、“黔货出山”的第一步，并最终让贫困群众的农特产品以最快的速度走出大山，走出惠水。

同时，专项资金扶持电商龙头企业。惠水县永红食品有限公司、金晨米业公司等企业带动贫困地区群众发展草地生态养牛10 000余头、优质米种植10万亩，直接受益贫困户1 300余户。

（四）授人以渔，注重培训

除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电商孵化中心，调用各方资源帮助农民通过电商脱贫，更重要的是引导农民改变意识。惠水县非常注重培训工作，开展了包括电商扶贫宣传、上网技术、网站运营等方面在内的专业培训。

自开展电商工作以来，全县共印发宣传资料10 000份，撰写并发布新闻及软文100条。2017年下半年，开展涉及电商类培训27期，培训人员10 700余人次。其中电商知识普及专场培训10期，共计5 000余人次；电商产品上线培育和企业转型升级培训等共17场次，共计5 700余人次。覆盖贫困人口1 000余人，贫困人口电商培训覆盖率达82%，培育农村电商就业、创业人员200余人，预计可带动从事电商人员2 000余人。

第二节 案例2 云南宾川：电商平台企业主导项目式电商扶贫


一、背景


宾川县隶属于大理白族自治州，位于滇中高原同滇西横断山脉的过渡区，地处大理州东北部金沙江南岸的干热河谷地区。2015年，全县实现生产总值87.12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 802元，农村常住居民可支配收入11 615元。宾川资源丰富、开发前景广阔，拥有得天独厚的热区资源优势。全县光照充足，热量丰沛，适宜于320多种农作物生长，素有“天然温室”“热区宝地”的美誉，是中国小粒咖啡的发源地、“中国葡萄之乡”、“中国优质柑橘基地”和“中国果蔬无公害十强县”。

云南的农产品品质好，但是没有和消费者形成很好的连接，没有形成品牌销售。只有通过互联网把优质优价的产品销售到全国各地，才能实现“弯道超车”，助推产业升级。


二、扶助举措及效果


（一）推出农村战略，加大农村电商建设支撑

2014年10月，阿里巴巴发布农村战略，提出了“服务农民，创新农业，让农村变美好”的目标，计划在3~5年内，拿出100亿元投入1 000个县的10万个行政村，用于当地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建设。围绕农村战略，阿里巴巴推出了“农村淘宝”模式，其核心是：建立县级电子商务运营中心，在农村建立村级服务站，构筑“县—村”两级农村电子商务服务体系，一方面打通“消费品下乡”的信息流和物流通道，另一方面探索农产品上行，最终形成面向农民的互联网生态服务中心。

2015年2月，宾川县阿里巴巴农村电子商务“千县万村”项目正式启动运营，宾川县成为云南首个阿里巴巴发展农村电子商务的试点县，也是全国第一个阿里巴巴农村淘宝项目农产品上行销售的试点县。同时，宾川县也是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和全国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县，宾川县把电子商务和电商帮扶工作向贫困村拓展和延伸，开启了电商精准帮扶新模式。农村淘宝的标准配置是：一个村庄中心点、一条专用网线、一台电脑、一个超大屏幕、一帮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阿里巴巴对每个村确定的服务站管理人员进行专业培训，通过这种方式带动更多人参与。每个村民都可以是店主，前期可以委托经过培训的人员进行信息管理。

2015年2月3日，阿里巴巴农村淘宝县级运营服务中心和第一批的6个村服务站在宾川县同步开业运营。截至2016年8月，全县共建成村级服务站63个，累计下单35万余单，累计交易额达2 700余万元。依托县级运营服务中心及村级服务站，打通了从县到村的农村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通道，全县整体物流配送速度加快了近40%，为农产品上线销售奠定了坚实基础。阿里巴巴数据显示：2015年，全县工业品下行销售额为2亿元，同比增长61%，年收包裹96万件，同比增长86%。

在这种背景下，宾川县开展了阿里巴巴农村电商“宾川模式”的“网货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工作，让农村也能享受与城市一样的消费选择，让优秀人才可以回村创业。

（二）以项目为载体，帮助农民发展电商

在宾川县服务中心及第一批村服务站开业之际，宾川县与阿里巴巴同时推进了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合作：启动农产品（宾川县地标性品牌朱苦拉咖啡、柳叶橙）在淘宝聚划算的上线，同时聚划算平台优选商品在村服务站展示和售卖；启动阿里巴巴特色中国宾川馆筹备签约；启动阿里旅行和宾川旅游业的深度合作；启动1 688产业带入驻筹备签约等。

这些项目的启动，对特色产业的带动和品牌建设有着显著的效果：3个镇6个村点揭牌运营，单日共成交727单，交易额约为18.27万元；通过阿里巴巴淘宝聚划算平台，推出了宾川地标产品朱苦拉咖啡，2天内，关注量达200多万人次，成功交易6 000单，微博关注达1 700多万人次。

宾川县的优质高原特色农产品红提葡萄，在大城市售价每公斤60元，在当地的收购价仅为每公斤6元，存在巨大的价差。通过农村淘宝“特色中国宾川馆”，截至2016年9月，实现上线企业27家，入馆企业20家，建立农产品销售店铺30余个，上线销售农特产品近百种，有效解决了农产品有产量没有销路的难题，为精准脱贫引领了方向。

在“千县万村农村淘宝计划”和各项目发展的带动下，2015年，宾川县电商从业人数突破2 000人，电子商务发展速度从2014年的180%攀升到800%。据不完全统计，全县有400余名大学生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创业，1 300人报名申请创办农村电商村级服务站，200人申请开办网店，20人申请创办电商公司。截至2016 年11月，全县有企业店铺和个人店铺近300家，全县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实现线上、线下交易额2 000余万元。

截至2016年5月，全县10个乡镇90个村（居）委会农村信息化服务网点实现全覆盖。实现上线企业27家、入馆企业20家，建立店铺30余个，上线农特产品百余种，成功打造了“宾果儿”品牌；全县椪柑、纽荷尔、小金橘等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2 000万元，极大地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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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点及启示


在宾川县的电商扶贫中，电商平台企业发挥的主导作用非常明显。电商平台企业首先拥有成熟的电商平台、电商运营经验，能够帮助农民快速对接电商运营所需资源。尤其对于那些已经具有成熟特色产业的地区，通过电商平台快速对接市场，农民快速感受到了电商的扶贫效应。这种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一）平台企业为主导

宾川模式主要依托大型平台企业，结合大型企业的农村电商发展规划进行。以阿里巴巴、京东为代表的大型电商平台企业，对电商运营有着丰富的经验。以平台企业为主导，更容易将市场化意识导入扶贫体系中。同时，平台企业有着丰富的电商资源，可以在产品包装设计、电商平台搭建、物流配送站点、电商技能的培训以及无抵押、无担保、低息小额贷款等方面提供支持。只有大型电商平台企业才有人力、物力、技术实现这种全方位的扶持。

（二）扶助形式多样

平台企业电商扶贫，形式多样。比如阿里巴巴关注基于平台的网店搭建，与原有的“农村淘宝”计划融为一体；京东基于自身强大的物流体系，帮助贫困地区构建优势农产品资源，如青海茶卡羊、跑步鸡的基地直接对接消费者模式；苏宁基于线上线下的店面网络优势对贫困地区农产品进行营销；等等：这些形式各具特点，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三）需要政府政策等方面的支撑

虽然以平台企业为主导，但是政府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政府部门在政策保障、配套服务等方面全力支持项目的完善与发展，逐渐形成了“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运作、合作共赢”的局面。

宾川县政府也推出多项政策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比如，全县有33户电商微型企业获得99万元的财政创业扶持，同时获得330万元的贷款扶持额度；出台了电子商务销售宾川特色产品物流补贴、包装补贴等激励措施。

第三节 案例3 湖南借母溪乡：农旅结合电商扶贫


一、背景


借母溪乡，隶属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在沅陵、永顺、张家界三县市交汇之处。借母溪乡大部分村落坐落在大山中，是全县典型的田少林多区域。交通、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薄弱，使得村民生活贫困。全乡共859户、3 29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27户、贫困人口1 122人。

2015年初，湖南省委办公厅扶贫工作队进驻借母溪乡开展工作。经过细致调研，发现借母溪乡虽然地区边远，但拥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如沙田柚、土蜂蜜、黑猪肉……，生态环境好，旅游资源也非常丰富，于是在借母溪乡以学宗溪村为代表，发展特色产业，借力电子商务，开展“农村电商+旅游”的农旅结合的电商扶贫。

学宗溪村，全村面积10.3平方千米，共243户866人，贫困户51户179人。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为劳务输出，2014年学宗溪村人均收入2 020元。在扶贫工程带动下，2015年，学宗溪村人均纯收入达到3 170元，脱贫人口17户66人。到2016年底人均收入达到4 000元，实现全部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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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扶助举措及效果


（一）政府牵头，整合多方资源，基础设施先行

2015年开始，沅陵县委、县政府和省委办公厅工作队累积整合投入近亿元资金，建设提质道路、水利，改造房屋风貌、停车场、农家乐等旅游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使景区成功通过3A级景区评审，为发展借母溪乡的旅游资源奠定基础。

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学宗溪村开工启动道路建设、水利设施建设、安全饮水、生态种养、电商扶贫、自驾游营地建设等项目23个。安排10万元专项发展资金，重点扶持电商创业服务中心发展、电商人才培育及农副产品孵化，助推电商团队和项目落地。

（二）发展电子商务，打通网上渠道

2015年8月，借母溪乡成立了武陵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青年电商创业服务中心，组建借母溪电商平台，引进淘宝怀化馆、搜农坊、湖南盘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3家运营团队，吸引3县20多家微商等社群营销运营团队，主营当地优质农副产品。通过提供信息、物流、金融、培训等服务促进物美价廉的工业品下乡和优质农产品进城。主要运营学宗溪村及周边地区优质农副产品，开展借母溪旅游和借母溪土货网上促销。

2016年1月，在“精准扶贫+互联网+土货”首发仪式上，当日实现在线销售收入12万元，以高出当地近一倍的价格卖出鸡鸭牛羊肉等土特产近4 000斤。当月实现销售收入60余万元，带动老百姓增收10余万元。

农村青年电商创业服务中心成立不到两年时间里，帮助销售800余万元。其中，与怀化淘宝馆合作的借母溪沙田柚项目，将10余年来卖不出、卖不上价的沙田柚一个月内销售近20万元。

（三）建立合作社，扩大生产规模

网上渠道的打通，使得藏在深山中的农产品对接广大的市场，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价格，还使得产品供不应求，这要求迫切改变原有的散乱的生产方式，合作社组织形式应运而生。

以能人带动，先后成立了借母溪土特产专业合作社、养蜂合作社等。合作社和包括贫困户在内的农户合作，在核定他们的养殖能力后提供种苗，确保质量，并按照市场价回收。合作社提供黑猪、竹鼠、土蜂蜜、茶叶等农产品，电商平台负责包装配送，通过合作的电商平台将产品卖往长、株、潭等地。同时发挥借母溪农产品开发公司的带动作用，捆绑扶贫对象90人实施30亩猕猴桃生态示范园建设，带头示范创业；依托借母溪蜂业公司，捆绑贫困户275人，采取“公司+农户”合作方式，实施种蜂场建设项目，解决蜂蜜产业中的蜂源和蜂蜜产品供销难题，帮助275名贫困对象稳步脱贫增收。

（四）电商引流，顺势发展乡村旅游

随着电商平台的建设，借母溪特色农产品借助互联网的力量，走出了乡村。在农产品走向城市的同时，也把借母溪这个品牌推广到更加广阔的市场，让消费者不仅对农产品产生兴趣，也对农产品的原产地产生浓厚兴趣，带动了借母溪乡村旅游的发展，使得借母溪乡民通过餐饮、住宿等服务，增加收入。

为了带动借母溪乡发展乡村旅游，实现脱贫，政府投入近300万元，建成农家乐达40余家，截至2016年下半年已培养五星级农家乐5户以上和旅游服务业带头人，创办星级休闲农庄和家庭农场。每周前来旅游的人数达到500人，带动创收超过6万元，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从发展乡村旅游经济中增加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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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点及启示


借母溪乡的电商扶贫，最大的特点是通过电商激活旅游资源，形成两个产业的良性联动，达到“1+1> 2”的效果，也为贫困人口脱贫创造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渠道。具体来说，其具有以下特点：

（一）发展电商，产业为先

电子商务发挥的作用，主要是提供了一个供销对接的平台，需要有相关产业为支撑。因此，发展农村电商，首先要发现、挖掘其特色产业、特色资源。

借母溪乡正是基于这种思路，发掘独具地方特色的土特产，如沙田柚、土蜂蜜、黑猪肉、茶油等，并形成生产规模。在此基础上，利用电商平台，打通营销渠道。如在发展茶叶、油茶产业方面，依托碣滩系列茶“军农翡翠”茶品牌优势，以借母溪茶叶公司为龙头，连片开发生态茶田130亩，建设油茶基地100亩。在发展蜂蜜产业方面，依托借母溪蜂业有限公司，成立了养蜂合作社，引导发展养蜂户40多户、蜂箱400多口，实现蜂蜜年产值30多万元。在发展苗木产业方面，由沅陵翔鸿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牵头，开发黄金茶及珍稀树种育苗、花卉种植等基地32亩，可实现年销售收入100万元。

（二）农旅结合，产业联动

农旅结合是农村电商扶贫未来发展的重点。农村由于其地理位置，其农产品资源具有地域特色，而生态资源也具有天然的独特性。因此，在发展特色农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农产品上网，打出地方品牌，进而推广乡村独特的生态资源、旅游资源，吸引城市消费者进行乡村游，是顺势而为的发展方向。

借母溪乡采取了多种方式，借助互联网，实现农产品和旅游资源的双向营销，达到产业联动、互赢的目的。在借母溪乡孵化出来的许多农产品包装上，都会印上借母溪乡秀美的风光照，消费者在尝到农产品之后，可能对产品上的风景产生兴趣。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农产品的消费过程中，把消费者带到原产地，产生休闲农业、二次增收。由此到借母溪乡旅游的游客，不仅会在当地吃饭、住宿，也会购买当地特产。农产品销售和乡村旅游相结合，实现良性的产业联动，实现双赢。

（三）品牌建设，农旅双赢

基于电商的营销，品牌建设非常重要。一方面，品牌是商品标识，能够帮助消费者在海量商品中识别商品；另一方面，品牌能带来商品溢价。

借母溪乡非常注重品牌建设，首先着力打造的是“借母溪”这个地域品牌，对于该地方的原味湘西腊鸡、天然野生蜂蜜、放养黑猪肉等特色农产品的营销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对于该地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业的发展，商品品牌化带来的溢价增值作用非常明显。平时客商收购土蜂蜜40元一斤，网上可以卖到80~100元一斤；原来卖1块钱的柚子升值到10多块钱一个。因此，在宣传、商品、纪念品等方面，无不刻上借母溪的品牌。

同时，借母溪乡非常注重运用多种互联网手段，进行品牌的打造。2016年12月，“‘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猪牛羊鸡给您来拜年——湖南精准扶贫优质农产品走出大山，千名网红、万名农匠接力大直播活动”首播在借母溪乡举行。通过对借母溪乡优质农产品进行直播接力活动，同时邀请百家互联网电商企业、千名网红与百名农匠联动参与，为贫困地区农匠们的新鲜土特产进行网上直播销售。直播第一天，现杀现卖牛羊肉就销售出25万多元。活动共吸引超过3 000人次来村里体验，帮助当地农民包括贫困户增收超过5万元。利用口碑效应，借母溪品牌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市场。

（四）组织增效，精准扶贫

农旅结合还是一种较新的电商扶贫模式，涉及更多资源的整合、联动，需要不断探索。一方面，需要对农产品及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实现双赢互动；另一方面，需要提高对农户的组织能力，提高对农产、旅游服务产品的数量及质量供给，同时实现对贫困农户的带动。

因此，需要从农旅整合这个更大的视角，进行品牌建设、生产规划。此外，需要通过协会等，将个体化农户组织起来进行生产。以农产旅游为例，2015年底，借母溪山庄牵头组建了借母溪农家乐旅游协会，2016年5月，借母溪农家乐协会正式挂牌。2016年，借母溪农家乐协会单位接待游客约5万人，实现收入约500万元，农家乐经营直接为协会村民人均增收3 800多元。加入协会共78户、389人，其中贫困户60户、245人。协会直接连接贫困户，带动贫困人口增收脱贫，深度参与的贫困户能从农家乐协会得到分红、务工和农产品售卖三份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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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案例4 湖北郧西县坎子山村：电商辅助攻克深度贫困


一、背景


在取得脱贫攻坚战决定性进展后，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

深度贫困区域，不仅国家层面有，省、市、县、乡、村层面也有，而且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这些地区多是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贫困人口占比和贫困发生率高，人均可支配收入低，脱贫任务重，越往后脱贫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这也使得攻克深度贫困，成为下一步扶贫工作的重点和常态。

秦巴山区是我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贫困程度深、贫困人口多，脱贫攻坚任务艰巨。其中湖北省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坎子山村，位于秦楚交界的大梁山上，平均海拔1 500米，是湖北最偏远的少数民族山村，回族人口占全村的50%。

几年前的坎子山村基础设施差，居民散居于山间，从村里到集镇，长达七八里又陡又险的山路，往返一趟需要五六个小时，从郧西县城到村里，开车要走4小时。坎子山村地处深山，“九分石头一分土”，土地贫瘠。全村面积15.5平方千米，共152户人家，512人。2014年建档统计，当时共有贫困户95户269人，是远近闻名的深度贫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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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深度贫困村类似，导致坎子山村贫困的原因主要包括：（1）贫困户多数居住在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严重落后的地方，生活环境恶劣，信息闭塞，思想落后，缺乏创新和竞争意识。（2）贫困户缺乏劳动力，家庭成员年老或残疾。（3）贫困户经济来源单一，以种植为主，受资源条件、资金、技术、观念等因素制约，收入增长缓慢。因此，要攻克深度贫困，不是通过某一种手段短时间就能达到，而是需要通过政策、产业、资金、技术、人力等多方面的长时间的投入才能实现。


二、扶助举措及效果


（一）完善基础设施

从湖北口乡去坎子山村，要翻过一座高1 500米的大山，只有一条一尺宽的土路，不能通车。近年来，郧西县交通局累计投资466万元，帮助坎子山村把羊肠小道拓宽为6米的旅游公路，并开通通往县城的班车。

同时启动了农网改造工程，设计了大容量配变和粗线径供电线路，以满足坎子山村未来的发展需求。为了支持坎子山村发展，郧西县供电公司先后投入40万元对该村电网进行升级改造，架设2 台100千伏安变压器，并更换了表箱表计，每户的供电负荷能力提高到目前的2.5千瓦时。

郧西县自2015年被确定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县以来，引入互联网基础设施，已建成乡镇、村电商站点230多家，打通农村电商“最后一公里”，为生活资料、生产资料、农产品上行下行奠定基础。

基础设施的完善，一方面提升了村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为发展产业奠定基础。比如，只有大功率电路设备，村里才能启用加工设备，发展种植、养殖业。

（二）因地制宜，发掘特色资源

坎子山村地处山地，土地贫瘠，生态脆弱，这也是村民生活来源单一，生产力低下的原因。原有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落后，商品交换、物资流通受限，也进一步限制了当地生产规模的发展。

近几年，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产业发展成为可能，因此，在村领导的带动下，坎子山村发掘其特色产业，走因地制宜的发展之路。坎子山村昼夜温差大，耕地碎片化，不太适合大规模的粮食种植。但山区生态好，家家户户有养殖马头山羊的传统，可以适度规模发展种养殖业。坎子山村试着选择了三项扶贫产业：一是种植玉米、土豆和包菜。气温能适应，当年种、当年收、见效快。二是养殖牛羊。坎子山是马头山羊的发源地，不缺养殖技术和销售市场。三是发展旅游。村里有万亩石林、奇秀溶洞、清真寺、佛教遗址等，都是可开发的资源。

随着全村人的努力，几个具有坎子山村特色的产业逐渐发展起来：

坎子山村建起了800亩玉米基地，发展包菜1 000亩、土豆1 200亩。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玉米、包菜、土豆精深加工后每年可让村民增收150万元，带动全村85户贫困户261人脱贫指日可待。

湖北口马头山羊肉质鲜嫩、皮质优良，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记入湖北省志。村里引进25头“波尔”山羊、3头“秦川牛”，免费提供给养殖户，并对养殖户栏圈改造进行补贴。

坎子山村是汉族回族混居村，有着独特的民族、宗教文化。规划村东边恢复重建9层高的宝塔梁佛教堂，西边开发清真寺旅游景点，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吸引企业投资1 000万元在清真寺旁建休闲避暑山庄，南面打造500米长的溶洞景点，北面打造万亩石林旅游景观。目前以坎子山村为中心的万亩石林资源已成功申报为湖北省级地质公园。

（三）合作组织进行带动

产业的发展不能单打独斗，需要集中大家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共同发展。此外，一部分贫困人口由于身体原因、个人能力原因致贫，更缺乏独立生产致富的能力。因此，在深度贫困村，更加需要形成合作组织，帮助带动贫困户进行生产。

针对村里发展的特色产业，分别成立合作组织进行生产。2013年，坎子山村成立了高山蔬菜无公害合作社。组织农户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畜牧业。以合作组织名义，向县里的超市、医院、中学等批量供货，大大增加销路，也降低了个人生产、销售的风险，带动贫困户共同提高生产产量，提高生活水平。仅2015年一年，合作社就卖出蔬菜280万斤，村集体收入也从零变成了年收入15万元。坎子山村民羊栏中的羊越养越多。截至2017年上半年，全村共有3 200只羊、648头牛。

（四）适时发展电子商务

有了网络基础、产业基础，坎子山村适时发展电子商务。借助2015年郧西县被确定为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试点县的机遇，探索实践电商精准扶贫模式，培养农民“触网”创业。2015年8月，郧西县与十堰市新合作超市有限公司签订了郧西县电子商务进农村战略合作协议，由新合作公司负责郧西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建设，建成了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地方特产馆、孵化产业园、培训中心、物流分拣中心、服务站点，推进全县农村电商发展进程。

一方面，在各村都设立了电子商务服务站，通过互联网，将网上代购代销、网上缴费、邮件收投等十余种便民服务送到了村民“家门口”，使村民获取更多信息，购买更加便宜的生活物资、生产物资。另一方面，陆续将具有当地特色的产品通过网上销售，对接更加广大的市场。最初坎子山村通过网上销售，2个月销售土豆2.5万公斤。如今，坎子山土豆已销售到广东东莞、河北石家庄、内蒙古呼伦贝尔、浙江义乌、广西南宁等国内大中城市。目前，马头羊肉、秦巴黄牛肉、有机茶叶、干野蔬菜、核桃、板栗、时令蔬菜等各式农特产品，通过村级电商服务站，卖到了全国各地。全县平均每月通过网上销售10万多单，网销营业额近1亿元。郧西已建成乡镇、村电商站点230多家，打通了农村电商服务最后“一公里”，培训电商人才7 855人，整个电商工作带动贫困户180户1 200多人，贫困人口人均增收1 6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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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子山村的电子商务2015年才开始启动，网上营销只是传统销售的一个补充，还在探索发展中。未来，随着种植养殖产业的不断升级和坎子山特色旅游业的发展，电子商务必将在坎子山村的发展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不仅加快贫困户的脱贫，还为未来建立富裕新农村、构建小康社会发挥巨大作用。

经过几年的发展，坎子山村扶贫脱贫工作成效显著。2014年建档立卡，当时共有贫困户95户269人，将于几年内全部脱贫，未来几年重点在于在电商发展的推动下，提升产品质量，加强品牌建设，促进产业升级，巩固脱贫成果，带动村民过上更加幸福富裕的生活。


三、特点及启示


（一）尽早呈现效果，让百姓提心提力

在深度贫困地区，人们长期处于极度贫困中，部分群众对脱离贫困难免有一种畏难心理。习近平也提及，要将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因此，除了通过教育培训帮助贫困群体提升生产技能，扩大视野，更要让他们尽快看到扶贫成果，对扶贫工程充满信心，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这样才能在生活生产中充分发挥其能动性，激发出创造力。

坎子山村的扶贫工作就是从与村民相关的交通、电力、网络基础设施入手，让村民立刻看到效果，感受到给生活带来的转变，进而对扶贫工程产生信任感，对未来充满信心。在推进电商扶贫中，村民对互联网不了解，首先通过村里的电商服务站，帮助村民购买生活物资，让村民感受到互联网的便捷。为了让村民了解电商销售模式，2015年9月上旬，湖北小蜜蜂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联合坎子山无公害蔬菜专业合作社，推出湖北口高山土豆直销活动，短短6天时间，土豆销量就突破3 500公斤，让村民感受到了电商应用带来的效果，加深了对电子商务的认知。

（二）发现特色产业，借助电商升级特色产业

坎子山村基础资源匮乏，但是具有山地气候、养殖传统以及民族文化资源，因此走出了一条独有的特色产业发展道路，高山蔬菜、养殖业、旅游业发展迅速。下一步，随着电商销售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基于村里的天河电商城电商物流服务站，打通农特产品线上销售渠道，进而对产业升级、产品质量、品牌建设、农旅互动等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前，坎子山村以无公害蔬菜专业合作社为依托，继续扩大高山洋芋、包菜等种植面积，并尝试发展花菜和芥菜等新品种；以华山松、核桃等为主，大力发展林特产业，已种植华山松700亩、核桃1 200亩；建立了玉米、牲畜加工厂，将玉米加工成玉米面、玉米糁，圆白菜加工成方便面袋料，土豆加工成干片，不仅提升了附加值，还能解决村里一部分贫困户的就业问题。“坎子山牌”农产品商标成功注册，为扩大线上线下营销奠定了基础。

（三）政府引导，多种形式并存

深度贫困地区大多为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因此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尤其是早期，主要依靠政府引导。前期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政府在政策、资金、技术、人力上大力投入。坎子山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依靠当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支持。比如，郧西县农业局每年免费给坎子山村农户发放蔬菜种子和化肥，一亩地可补贴近千元，村民种地基本不用花钱。村里想发展旅游业，十堰市旅游局每年投资20万元，开发旅游新村。只有在政府引导下，搭建好未来发展的平台，才有深度贫困区后续的开智与开志，才有后续的发展。

深度贫困的攻克是个系统工程，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基础，如交通、产业、人力、技术、网络基础等。因此，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扶贫，根据具体情况，初期可能以异地搬迁扶贫、教育扶贫、产业扶贫、金融扶贫等为主，当电商发展基础具备，可与多种扶贫工程彼此协同，共同攻克深度贫困。

（四）托底保障，减少后顾之忧

深度贫困地区，贫困群体普遍资源匮乏，缺乏发展生产的自有资金，抗风险能力弱。要鼓励他们发展产业，不仅要通过各种方式让他们先看到效果，更要在政策、资金上提供支持。尤其是在早期，要让他们减少发展中的后顾之忧。

村里最初发展养殖业，产业风险很大，一旦受疾病感染，农户往往面临亏损，因此农户不敢养，也不敢多养。为解决这个后顾之忧，郧西县财政出资，给全村所有农户买了财产保险，每户保费30元，死一只羊赔700元，死一头牛赔3 000元，以此激发村民产业发展的动力，推动产业发展。同时，为了鼓励带头人创业，郧西县财政拿出1 000万元作为风险补偿基金，撬动10倍商业银行贷款额度，支持贫困户和致富带头人创业，助力扶贫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五）基层干部引领作用

在深度贫困区，基层干部的引领作用非常重要。深度贫困区大多地处边远，民族地区还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宗教传统。因此，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更加了解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状况、贫困群体的疾苦，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而贫困群体对这些基层干部也会产生信任感。尤其那些视野开阔、善于学习的基层干部，在扶贫工作中，能发挥巨大的引领作用。

在坎子山村担任了40年村干部的魏登殿，自从部队复员，就在坎子山村担任村干部。早期，为了改善生活，他带领村民修路、打井、引电等，获得了村民的拥戴与信任。但是囿于艰苦的自然环境，坎子山村一直陷入贫困。

国家扶贫工程惠及这些深度贫困的边远地区，解决了基础设施问题并给予大量政策、资金支持，魏登殿抓住机遇，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脱贫之路。尤其对于发展电子商务，采用这种对于边远山村非常超前的发展路径，更加需要这些具有创新思维的基层干部进行宣传与带动，激发调动贫困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贫困群众主动拥抱变化，获得更大的发展。

第五节 电商精准扶贫政策建议


一、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随着电商精准扶贫被纳入精准扶贫十大工程，国家出台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各地都在加快推进电商扶贫行动计划，农村电商在帮助贫困主体实现增收和节支，促使贫困主体提升发展能力上产生明显效果。与此同时，电子商务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扩消费、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增就业、惠民生具有重要作用。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实现网络零售额5 376.2亿元人民币，其中实物型网络零售额3 286.4亿元人民币，服务型网络零售额2 089.8亿元人民币。近几年，随着电商扶贫工作的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综合示范工作成效明显，示范县成为引领农村电商发展的排头兵。其中，93.2%的示范县位于中西部地区，52.6%的示范县为国家级贫困县。2017年上半年，496个示范县实现网络零售总额1 69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4%，高出农村增速7.3个百分点。示范县以不到四分之一的县市数量贡献了约三分之一的农村网络零售额。示范县农村电商的推进，同时也带动了电商扶贫的效果。2017年上半年，全国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实现网络零售额532.8亿元，同比增长60.1%，高出农村增速22.1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电子商务+精准扶贫”已成为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贫困地区人口快速、精准、有效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源泉和原动力。

同时，随着电商精准扶贫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些问题也更加突出，既包括“缺乏统筹规划，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户市场意识滞后，电商人才稀缺，农产品规模化标准化程度低”这些几年前发展农村电商时就存在的老问题，也有“盲目发展电商，忽略产业发展，贫困农户精准识别与参与程度有待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低，品质控制水平低，品牌化程度低，网络营销缺乏监督”等近几年出现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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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电商扶贫虽然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实施时间还比较短，仍处于起步阶段，一些经验还在探索中。未来电商精准扶贫工作，一方面要把握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机遇，探索电子商务在农村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农村电商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掌握扶贫工作的本质，确保贫困主体参与其中，分享发展成果，实现能力的提升。


二、政策建议


很多学者、扶贫工程的实践者提出了很多针对电商精准扶贫发展的政策建议，如：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互联网基础设施、物流设施建设；加强城乡多层物流体系建设；加强对农村电商的政策、资金、金融支持；针对农村电商发展引进专业人才，对农户进行网络技术、网店运营培训；等等。这些建议对电商扶贫工程的顺利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在此基础上，结合电商精准扶贫面临的新问题以及未来工作重点，本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扶贫工程应汇聚多方资源，协同融合

电商精准扶贫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多个主体长期协作。通过前面的分析，扶贫主体主要包括帮扶对象、政府、企业、协会、社会组织等。协作过程中，定位要明确，要对不同主体、不同资源的属性进行区分，强调在电商精准扶贫中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社会参与、上下联动”的原则。在扶贫工作中，要明确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这几个代表性主体之间发挥作用的定位，不能越俎代庖、混淆关系。

政府的定位是为实现行政目标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政策制定。由政府主导，进行互联网和物流基础设施建设，重点构建贫困地区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国家扶贫贷款贴息政策应借助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积极推动贫困地区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努力满足扶贫对象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

企业的定位是遵循市场规律，立足于自身的商业模式、资源优势参与扶贫，将业务与扶贫结合起来。如大型电商平台企业，阿里巴巴、京东、苏宁都是基于自己的资源优势进行平台式、项目式、O2O式扶贫，发挥各自优势。地方中小型物流企业、加工企业、服务企业，也应基于市场化方式，参与到农村电商运营的相应环节中。其基本逻辑都是遵循市场规律，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

协会、社会组织应按照各自组织设定的原则，遵循市场运作规律，发挥各自作用，努力成为政府、企业帮扶体系中的重要补充。其中社会组织更强调公益性质，以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多种社会组织形式，多种方式灵活参与到扶贫工作中。

不同主体应定位明确，各司其职，尤其不能以政府和公益机构的逻辑来要求企业。扶贫过程中要强调资源的优化配置，注重效率，要把扶贫的公益性与电商平台的经营性结合起来，尊重市场的规律、社会运转的机理，鼓励更多的主体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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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商建设应因地制宜，合理定位

近几年，随着电子商务进农村的综合示范工作的推进，各地农村电商发展迅猛。一方面，通过多层赋能，达到了扶贫目的；另一方面，也存在地方盲目投入，一些农村电商流于形式，项目停滞，没有达到最初目的。因此，在电商精准扶贫工程实施中，尤其是由政府牵头的工程中，要引入严格的评估、淘汰机制，不能只关注农村电商开设的量，同时要关注是否满足必要条件，是否可持续发展。建议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评估及定位：

电商建设门槛评估。对农村拟开设电商服务站的基础条件进行严格评估，如网络基础、交通基础、物流基础、产业基础、人力基础等等，如果在短时间内不具备电商建设门槛，可以将该地区信息化建设只定位于基础设施建设。通过网络设施的普及，让农户通过上网，了解外界信息，提升自身能力与意识，不盲目进行电商运营建设。

电子商务功能定位。对于具备电商建设基本条件的地方，即使开设电子商务，也要对电子商务功能进行明确定位，分层运行。（1）那些具备产业基础，物流设施完备，并且能够通过规模化生产降低投入成本，经过一段时间运营能真正获利的，可以通过开设网店方式，发展电商。（2）对于产业规模小，物流成本高，或者农产品附加值低等进行网络营销无法获利的，可以将电商功能暂时定位成产品宣传、品牌宣传，待条件成熟后，再通过网络营销获利。（3）对于那些确实不具备产业条件的，可以将电子商务功能定位成满足产品下行功能，即通过电商购物，降低生活生产成本，间接获取收益。也可以定位为信息获取平台，帮助大家关注国家强农惠农政策等相关信息，使农户及时了解农业动态，科学规划农业生产等。

政府发挥作用定位。扶贫工程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也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要让市场发挥配置和集聚资源的作用。政府主要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公共服务，进行相关政策制定，合理分配资金。电子商务建设融入扶贫工程是一个系统工程，有其发展的内在规律，不能进行过多人为干预，或运动式推进。农村电商扶贫，应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真正达到扶贫效果。

（三）贫困人群需精准识别，确保参与

精准识别贫困对象，是精准扶贫的前提。目前已经在贫困地区深入开展的贫困人口建档立卡工作，基本完成了对贫困人口的身份识别和原因识别，为各扶贫工程的针对性开展奠定了大数据基础。而在电商扶贫工作中，为了让贫困人群更好地融入农村电商发展中，还要结合电商发展特点，建立相应机制，实现对贫困人群的个人能力、资源禀赋的识别，引导贫困人群参与到电商发展中。

资源识别。贫困人群致贫原因多种多样，有因病、因学、个人能力缺乏、资源匮乏、生态保护不当等多种原因，但或多或少都拥有资源，比如土地、房屋、个人生产能力、创新能力等。而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多种资源，电子商务的本质就是对接，将农村资源对接市场，因此可以通过对贫困人群拥有的资源进行识别、评估，采用灵活的方式使其参与到电子商务运营中，直接或间接地享受电商带来的益处，实现脱贫。

因此，应建立相应机制，根据当地电商发展所需资源，对贫困人群拥有的资源进行评估。比如，若个人有创新能力、经营意识，可以鼓励其发掘当地特色农产品资源，进行网上开店，若缺乏资金，可以给予贷款支持；若个人有生产能力，可以加入合作社，生产特色农产品，通过向网商提供农产品的方式，获取销售溢价；如果生产能力有限，可以通过将土地等资源加入合作社组织，同时参与到电商的附属环节中获取收入，比如包装、运输、末端配送、中介等环节。

定时跟踪、评估，积极引导。定期对贫困人群参与电商的运营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对个人缺乏能力的，进行专项辅导培训，使他们在电商运营中人尽其才，实现自我价值，在提高他们的经济收入的同时，增强他们的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

（四）产业发展需先行，加强产业联动

产业先行。电商的本质是连接，在电商助贫过程中，要帮助贫困主体对接广大市场，以此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和帮助贫困群众增收脱贫。这一切都需要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否则，电商运营只能是无源之水。因此，电商扶贫，首先需要挖掘当地的特色产业，并实现生产规模化、产品标准化、质量高端化，进一步做深做精农产品加工业，延展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升级。支持农产品“地标保护”“绿色”“有机”“无公害”等资质的申报认证，这样才能提升产品附加值，消化电商流通成本，带动经济发展。

产业联动。由于各产业不是各自单一发展的，因此可以基于电子商务，实现产业联动，实现“1+1>2”的效果。以近期发展比较热的电商旅游融合为例，电商营销与当地特色旅游结合就能形成很好的产业联动效果。农村由于其地理位置，其农产品资源各具特色，而生态资源也具有天然的独特性。尤其是一些边远地区，生态比较脆弱，不宜发展大型加工业，而自然风光、原生态的环境成为其特色资源。因此，在发展特色农产品的基础上，通过农产品上网，打出地方品牌，进而推广乡村独特的生态资源、旅游资源，吸引城市消费者进行乡村游。以农促旅，旅游带动顾客从线上走向线下，不仅能带动线下农产品消费，还能拉动餐饮住宿、体验式农业、观光农业的发展。农旅结合，产业互动，是顺势而为的发展方向，也为电商扶贫带来更多动力。

（五）注重品牌建设，延伸品牌价值

基于电商平台线上产品无法实地体验和农产品标准化程度较低等问题，需要通过品牌建设在消费者心中建立起“信任状”。在消费者心中，品牌意味着安全和放心，因此产品应具有好的品牌忠诚度。品牌的影响力不仅能形成市场竞争优势，而且能促使消费者对品牌农产品的需求向农业的全产业链延伸，具有市场拉动和放大效用，能够推动当地产业的发展，使贫困群体获益。因此，要树立品牌意识，进行多层次品牌建设。

品牌建设应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消费者需求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绿色化发展趋势。进行品牌建设时，要结合消费需求进行品牌定位、形象塑造和传播。尤其针对当下多元化新媒体传播方式应与时俱进，提升农产品品牌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引导建设区域品牌。农产品具有明显的区域特点，这使得农产品品牌建设多以区域品牌为主，在“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的规划下，农产品品牌具有一定的公共产品特征。因此，政府、龙头企业在区域品牌建设中起着主导作用。政府部门要在区域品牌构建过程中为区域品牌创建提供有力支持，如顶层设计、规划布局、政策支持、标准制定、评选认定、监督管理等，营造有利于培育和发展农产品品牌的良好环境。而龙头企业应通过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规范化管理、文化挖掘和科技创新等手段，创建知名品牌，拓宽推广渠道，提升品牌价值。

推动自主品牌建设。区域品牌具有公共产品特性，产品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特色产品品牌在区域品牌中脱颖而出，是农产品品牌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要推动企业进行自主品牌建设，形成更高的品牌价值。政府部门应创造良好环境，鼓励当地企业、农户个体注册商标，创建自主品牌。通过申报认证农产品“地标保护”“绿色”“有机”“无公害”等资质，大力培育农产品网络知名品牌。并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帮助提升商标在注册、运用、保护和管理方面的能力，提高当地农产品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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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旅游精准扶贫篇

第十五章 国际旅游扶贫领域相关扶贫经验与借鉴

第一节 国际相关扶贫措施

贫困地区多处于地域偏远地带，而部分地区正因为具有独特的地理资源，可以通过扶持旅游业发展带动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脱贫致富。旅游扶贫大多以政府规划为主导，以旅游企业为主体，辅以社会组织的共同参与，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进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促进就业岗位增加，为贫困人口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也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带来更多的人口流动，增加贫困地区的文化互动与交流，帮助贫困人口获得更多劳动技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日本发展乡村旅游


近年来，日本厚生劳动省用OECD的标准来调查日本的贫困情况，即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少于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一半的人即为相对贫困人口。从2013年进行的第十次大规模调查看，2012年日本可支配年收入中位数为244万日元，贫困线即为122万日元，收入低于122万日元的就是贫困人群。有数据显示，按照日本划分的“贫困线”，日本的相对贫困率达到了16.1%，在OECD成员国中排名第四。虽然日本经济凭借“安倍经济学”确实有起色，但富裕阶层独占社会资产的高阶层分化愈发明显。

日本领土面积小，可利用的资源少，所以低消耗、高回报的旅游业在日本政府的重视及扶持下已经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在消减贫困方面，旅游业的发展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乡村旅游起源于一百多年前的法国，目前在德国、日本、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走上了规范发展的轨道。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乡村旅游对于推动经济不景气贫困地区的发展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政府高度重视，出台政策法规

日本政府制定乡村旅游发展规划，投入资金及先进技术建设基础设施和乡村休闲度假村等，并出台大量政策法规以推动旅游业的高速发展。

1962年，日本政府制定了第一个《全国综合开发规划》，提出整治居民住宿设备、发展乡村旅游经济等措施，以实现建立新产业都市的目标。日本政府1963年6月制定的《观光基本法》于1964年正式实施，这是指导日本旅游业发展的基本法律，第一次提出把旅游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来发展，明确了各组织在旅游业发展中的权利和义务，这标志着日本旅游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69年，日本政府出台第二个《全国综合开发规划》，着重在北海道、东北、北陆、山阴、四国、九州和离岛的国立公园开发山地并疏散人群，为大规模发展野营、旅馆业做铺垫。1970年，有关部门出台发展“绿色旅游”的文件，开发新农村公共休闲娱乐区域。在第一产业衰落、“本土化”回归的旅游需求等一系列问题的推动下，政府开始调整旅游政策，提出“外国游客倍增计划”，并且将目光对准了历史悠久的乡村旅游。数据表明，日本的农家乐旅游市场占据其50%的国内总市场。
[1]

 1995年，政府颁布《绿色旅游法》（即《农山渔村逗留型余暇活动促进法》），在其引导下利用农业资源开发旅游产品。1998年，日本政府在第五个《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中明确提出了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性，致力于创建有特色的乡村旅游。2000年，日本政府在北海道进行乡村旅游胜地的试点工作，制定了“第三次北海道长期综合发展战略”。2006年北海道乡村旅游观光经济收入达到244亿日元，带动本地区其他企业增收553亿日元，对本地区经济总贡献率达到7.3%。
[2]



此外，日本出台了法律法规，如《森林法》等，为旅游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同时日本在1988年、1991年两次修改《劳动基准法》，1998年又修改了《国民节假法》，形成了许多“二连休”“三连休”（常有星期一调整为休息日），这减少公民劳动时间，增强旅游次数，有利于政府大力推动旅游事业发展。

近年来，为了推动冲绳县等贫困县的经济发展，相关部门推出了给予前往灾区三县旅游的人多次往返签证的政策，并推出团体游、家族游、个人游、冲绳落地多次签证的举措，为助推旅游扶贫的战略创下了良好收益。

（二）发展多样化乡村旅游模式

20世纪80年代，日本各地农村开始规模化发展农村旅游，建设规模不等（如容纳500~1 000人）的度假村及风景区，如北海道农村综合休闲区等。90年代后，日本乡村旅游功能多样化，集休闲、观光、体验等于一体，更能吸引游客。21世纪以来，日本的农家乐旅游发展更快，而且越来越专业化、精品化，对日本经济贡献效果显著。

日本的乡村旅游模式有以下几种：（1）时令采摘型。以果园为基础，根据不同时节开放不同区域，例如东京郊外的梨园、长野苹果园、山梨葡萄园等等，旅客因能采摘当季新鲜水果而周末去度假，农户因此获得旅游收入。（2）文化体验型。日本是个岛屿国家，四面环海，旅客既可乘船观光，又可体验捕鱼的乐趣，而且山清水秀的田园成为游客远离城市喧嚣、体验宁静悠闲乐趣的好去处，旅客还可以去感受古老民居及寺院的文化氛围。（3）生态休闲型。日本崇尚自然，尽力保留乡村原貌。据资料统计，2014年，不少废弃的房屋被改造成了民宿，一晚费用平均6 000日元。日本最著名的还有“温泉旅游”，目前全国共有3 000多座温泉，8万多个温泉宾馆。这不仅为当地人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带动了他们收入的提高。（4）老人公寓型。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一半以上，80岁以上的高龄人口接近10%，是人尽皆知的长寿国，为此日本专门为老人提供疗养、休闲的乡村公寓，比如熊本县的“老年农村公寓”。在老年公寓，老年人可以开展劳动量较轻的耕作、采摘活动等，他们的需求也会尽力被满足，老年人聚集在一起幸福感更高，而老人也需要护工等服务人员，这些服务人员的收入也得以提高。

乡村旅游比较成功的是水上町的乡村旅游推广。水上町是日本群马县北部的一个町，群山环绕，风景怡人，但给农耕带来了困难，集约型农业无法在这里开展。同时，持续的人口流失和老龄化，也使得当地农业生产陷入窘境。1990年，水上町当地政府提出了“农村公园构想”，建成了农村环境改善中心、农林渔业体验实习馆、村营温泉中心，并修建了展示传统戏剧的演出设施等。其中，尤以“工匠之乡”的建设最为突出。“工匠之乡”聚集了“人偶之家”“面具之家”“竹编之家”“茶壶之家”“陶艺之家”等20多个传统手工艺作坊。1998—2005年，每年来“工匠之乡”参与游览、参与体验的游客达45万人，24间“工匠之家”的总销售额达3 116亿日元（约合271万美元）。

（三）实施修学旅游

修学旅游是小学至高中学习过程中的一部分，比如去古迹较多的京都、东京等地，去农村学习收割庄稼、喂养牲畜等。这不仅能提升学生综合素质，还能促进农村发展。日本政府从1959年开始资助家庭经济状况不好的学生去体验修学旅游，具体措施如下：国家补贴公立小学6年级和中学3年级需要资助学生的修学旅游费（交通费、住宿费及参观费用）的一半。1962年，国家按小学生每人750日元、中学生1 900日元的标准补助了36.3万人。1970年，国家补助了小学生131 862人，每人1 800日元；中学生129 918人，每生5 800日元。1974年，补贴进一步提高，小学生每人为3 400日元，中学生每人为10 100日元。为使所有学生能参加修学旅游，1976年日本政府预算额达到9.59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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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对修学旅游的高度扶持，能促进农村或景点地区经济发展，给当地人创办民宿或农家乐等招揽生意。修学旅游极大促进了家庭游，一些休闲体验项目的收益大幅度提升。


二、法国乡村旅游措施


法国对贫困的定义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其官方贫困线是月收入低于964欧元。按照这个标准，2013年，法国6 500万人口中仍有860万贫困人口，约占总人口的14%。持续几年的欧债危机让法国经济陷入低迷，贫困人口在上升。民意测验显示，每两个法国人中就有一人认为自己贫穷或将走向贫穷。

法国乡村旅游于20世纪50年代开始起步，但在近四十年间才开始蓬勃发展，到如今已发展成为继海滨旅游外法国第二大旅游产业。法国乡村旅游，依靠良好的农业基础、优美的自然环境、浪漫的文化氛围等优势吸引了大量游客。

（一）“政府+协会+企业”协同推进

政府重视乡村旅游发展，出资修建公路、改善农民住房条件，例如1955年法国政府启动了“农村家庭式接待服务微型企业”资助计划，为经营乡村旅游的农户提供资金支持，旨在繁荣农村小镇。政府旅游部门，例如旅游办公室（OT）、旅游联合会（SI）、大区旅游委员会（CRT）、省旅游委员会（CDT）等负责协调乡村旅游营销工作。
[4]

 政府出台大量优惠政策刺激乡村旅游发展，如由政府投入资金，将马厩和仓库改造为旅馆，供旅客使用；为了提高当地居民办乡村旅游的积极性，规定家庭旅馆建成后达到三星级标准的，并且10年中每年对公众开放6个月的，可以得到政府的公共补贴。此外，政府还成立了乡村旅游常设会议机构等部门规划设计乡村旅游的发展，这些政策都有力地促进了法国乡村旅游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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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协会还通过广告、电视、互联网等媒介或者各种节日的营销增强其影响力，帮助乡村旅游不断开拓市场。此外，乡村旅游行业协会在国家政策的背景下，制定发展乡村旅游的一系列标准，为农户提供咨询、指导服务等。比如，法国农会是政府和农民的中间桥梁，既可以代表政府行使权力，又站在农民一方维护其权利。企业是连接农户和游客的纽带，如今旅客使用互联网进行住宿预订、回购农产品等，企业通过建立数据库来加强沟通，保持客户的长远性。

（二）旅游项目按美食、休闲、住宿分类

旅客可进入果园采摘农产品，或品尝当地美食。农场有规定需提供当地新鲜农产品，做法应体现本地特色。法国可体验的乡村旅游项目种类很多，比如骑马、狩猎、钓鱼、打高尔夫球、参与葡萄酒酿制等，游客可自行选择。住宿设施分为乡村别墅、家庭旅馆、露营地等。多样化体验型的旅游项目能吸引游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居民收入也会相应增加。

（三）文旅结合，体验浪漫文化

法国是浪漫之都，一提到法国，人们就会想到普罗旺斯——遍布薰衣草的地方，这展现了法国的魅力。普罗旺斯的乡村旅游以薰衣草为基础，紫色的薰衣草花海为普罗旺斯附上了浪漫的标签，使其成为体验法国文化的一个好去处。普罗旺斯的乡村旅游整体设计核心元素是薰衣草，以普罗旺斯本来所拥有的薰衣草园为基础，通过扩大种植，打造薰衣草景观游。世界各地游客纷纷前往，旅游产品如薰衣草香水、精油等更有广阔市场。普罗旺斯不局限于薰衣草，而是开发各地区的特色，一年四季都会举行声势浩大的节庆活动，避免了旅游区出现旅游淡旺季，丰富多彩的节日庆典活动无时无刻不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旅游业对当地经济贡献很大，居民收入日益提高。
[6]

 同时，每个地方都有酒文化，法国葡萄酒更为出名，游客可体验参观、亲自酿制、品尝葡萄酒整套服务。

法国乡村旅游业的发展现如今具有很大的规模，法国乡村旅游一年接待的游客约有四分之一为外国游客，游客身份统计数据显示有一半游客为高收入人群，这说明法国的乡村旅游产业已发展成为高端产业，摆脱了基础的物质需求，整体产业蕴含了丰富的精神文化底蕴，人们在乡村旅游能得到精神状态的放松和享受。2005年以来，法国乡村休闲旅游已超过3 500万人次/年，每年创造的收入达220多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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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验借鉴


一、政府高度重视，非政府组织协同推进


我国旅游扶贫是政府主导型的，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和科学、合理的规划，投入资金建设水、电、路等基础公共设施，因此为发展乡村旅游、建设良好环境，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发达国家旅游业中有很多由非政府组织（比如乡村旅游协会）制定的旅游规章制度，同时非政府组织又会为农户提供专业培训指导，解决农户遇到的问题等，这成为政府推进旅游发展的很好补充。但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建设相对落后，许多农村没有旅游协会，这应引起重视，要建立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使它在国家政策的背景下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乡村旅游规范，这既能宣传、解读国家政策，又能通过技术指导培训、提供就业岗位等帮扶农民，尤其是贫困人口。通过这些方式，保障乡村旅游业的顺利发展，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尽快脱贫。两者协同推进，能加快旅游脱贫的步伐。


二、开展多样化、特色化旅游项目


发达国家乡村旅游起步早，已经推出了多样化旅游产品，在美国，旅游业是排名第三的产业，每九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人的工作岗位是直接或间接由旅游业创造的，美国旅游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其乡村旅游的贡献度密不可分。数据表明，美国三分之二的成人都进入过乡村，其百分之九十的目的是以休闲旅游为主。而我国乡村旅游起步晚，其目的是帮助贫困地区发展旅游业，因建立配套设施耗时长、投资大，而且在投资开发上部分地区存在定位不准、没有形成特色旅游项目、种类比较单一等问题，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根据国外发展乡村旅游的经验，要想吸引游客来乡村旅游，应建立多样化并具有当地特色的旅游项目。旅游项目应与当地资源、环境或文化艺术风情相结合，考虑到游客的需求和精神寄托，开展特色、差异性项目，比如度假型（泡温泉）、体验型（采摘蔬果）、观光型（田园景点）、民俗文化型或农家乐项目。此外，旅游项目应多样化，比如农业采摘、划船、看演出等，这能增加游客的游玩时间，也能促进其消费，带动乡村民宿和餐饮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农民收入也会提升。


三、建立品牌，加大营销力度


品牌效应在旅游业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乡村旅游品牌可以是文化、景色、习俗等。首先应确保旅游项目的质量，在吸引游客并使其满意后，让游客口口相传，吸引其他游客。我国乡村旅游品牌建设应该学习发达国家，构建鲜明的品牌特色，比如游客一想到法国，会想到普罗旺斯。遍布薰衣草花海的旅游景点，能够形成强烈的品牌效应。

旅游扶贫一般针对偏远的贫困地区，需要大力宣传，灵活运用多种营销手段吸引游客，比如可以通过电视新闻、广告、互联网等方式播放旅游信息，如景区图片、特色旅游项目等，同时也可以借助旅游扶贫的公益效应吸引游客。


四、保护乡村风貌、生态环境及文化


发展乡村旅游的前提是要有优美的自然环境及乡土文化。日本、法国发展乡村旅游都以保持原生态为基础。保留乡村原貌，才能使乡村成为人们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但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过度注重商业化，开发过程中破坏了原生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商业化城镇；去除了乡村风味，一些特色文化习俗表演追求商业利益而丢掉了原汁原味。因此，我国发展旅游扶贫既要重视保护乡村风貌及生态环境，也要重视弘扬特色文化，不能为了利益而改变文化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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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旅游精准扶贫概述

第一节 旅游精准扶贫概念


一、旅游精准扶贫的背景


贫困问题一直伴随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旅游业是综合性产业，对于扩大就业、促进群众增收、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等均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将旅游业与扶贫工作相结合，已成为扶贫的重要方式。2003年世界旅游组织把世界旅游日的主题定为“旅游：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和社会和谐的动力”。我国旅游参与扶贫可以总结为起步、发展和兴起三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我国部分贫困地区开始发展旅游业，之后被作为一种发展经验而加以推广。1991年，在全国旅游局长会议上，“旅游扶贫”概念被首次提出，这表明旅游扶贫作为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被纳入研究和管理范围，旅游扶贫工作开始起步。1996年，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扶贫办专门组织研究旅游扶贫，以加强对旅游扶贫的指导，帮助贫困地区进行景点建设，提高贫困区域旅游企业的竞争力，提高旅游在扶贫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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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后，旅游结合扶贫的工作逐渐发展。开展较早的有：2000年8月8日，我国第一个旅游扶贫试验区——宁夏六盘山旅游扶贫试验区，正式挂牌成立。2001年1月，我国提出“试办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的设想，推动我国旅游扶贫试验区进一步建设。广东省的旅游扶贫工程从2002年初开始启动，以“反贫困”和“改善弱势群体贫困状态”为战略目标，连续5年每年安排旅游扶贫资金3 000万元，专项用于全省贫困山区和次发达地区旅游基础设施等公共性项目建设的支出。2009年以来，国家旅游局主要从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示范引导、加强资金支持、加强规划引导、注重人才支持、加强宣传推介等6个方面推进旅游扶贫工作。

习近平于2013年11月3日至5日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考察时讲话指出：“要紧紧抓住发展这个促使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第一要务，立足资源、市场、人文旅游等优势，因地制宜找准发展路子。”李克强在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强调：“旅游业是实现扶贫脱贫的重要支柱”。可见，旅游扶贫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它是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拥有旅游资源的贫困地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同时提出了“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分类指导，把工作做细，精准扶贫”。

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2014年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首次提出了“旅游精准扶贫”概念，需要大力推进旅游扶贫和加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这标志着我国精准扶贫进入了兴起的关键阶段。2014年，国家旅游局把乡村旅游扶贫工作列为全局重点工作之一，启动实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组织各省区市旅游部门从全国832个扶贫重点县和片区县中挑选出6 130个具备发展乡村旅游基本条件的行政村，作为乡村旅游扶贫工作重点村。同时，会同国家发改委等七部门启动乡村旅游富民工程，并联合下发《关于实施美丽乡村旅游富民工程推进旅游扶贫工作的通知》。越来越多的贫困乡村和群众，通过旅游实现了脱贫致富。

大量调查研究表明，我国丰富的旅游资源分布与贫困人口的集中分布是高度重叠的，贫困地区是旅游资源最具潜力的区域，旅游资源分布较为集中，资源品质较高，因此将旅游开发与反贫困有机结合起来不失为一种有效途径。扶贫是政府的主要职责，贫困地区的基础较弱，旅游资源的开发投资巨大，需要政策的引导与支持，进而带动企事业单位及社会组织的参与。


二、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


（一）旅游精准扶贫概念

旅游扶贫是指贫困地区利用当地特有的文化、产业、民族资源来发展旅游业，带动地区发展和促使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一种产业扶贫方式。旅游产业被视为朝阳产业，旅游扶贫发展的基础是旅游业，用旅游业“扶”助“贫”困人口尽快实现脱贫。旅游扶贫，不是“输血式”扶贫，而是“造血式”扶贫，不仅要确定贫困对象，还要有“造血”的旅游项目，使贫困人口主动参与，用自身劳动实现脱贫。

旅游精准扶贫，是精准扶贫理念的具体应用及重要方式，是根据不同地区开展旅游扶贫的条件、不同贫困人口参与旅游扶贫的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和程序对旅游扶贫目标对象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从而实现旅游扶贫“扶真贫”“真扶贫”目标的扶贫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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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精准扶贫要保护好生态环境，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在可持续发展背景下，发展旅游产业以帮助贫困人口脱贫。此外，旅游资源大多是公共资源，能吸引多种群体、组织参与其中并分享利益。这就需要有关部门有效精确识别贫困人口，带动他们在旅游业的发展中受益并致富。

（二）旅游精准扶贫本质

习近平多次对美丽乡村、乡村旅游扶贫做出重要指示，指出：“美丽中国要靠美丽乡村打基础，发展生态旅游经济、建设美丽乡村印证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道理”，“要把扶贫开发与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的美丽乡村建设结合起来”。因此，旅游扶贫就是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

旅游扶贫的效果从表面上看，通过发展旅游业，贫困人口参与其中使收入增加，进而逐步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目标，从而实现脱贫。但重要的不是物质上的脱贫，而是贫困人口精神上的脱贫。一是志气方面，去除原来的“等、靠、要”观念，转向“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我助脱贫”；二是智力方面，通过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贫困人口的技能，使他们具备发展的条件，有机会的时候能抓住。

总的来说，旅游精准扶贫的本质是通过旅游业带动贫困人口物质及精神方面的双重脱贫，共同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共同富裕。

第二节 旅游精准扶贫相关政策及举措


一、主要政策


近几年，国家关于旅游精准扶贫的主要政策汇总如下，见表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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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1 旅游扶贫及旅游精准扶贫主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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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二、相关举措


2014年12月5日至6日，全国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工作座谈会在湖北省恩施州召开。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6日在会上透露，我国将选择500个左右贫困村在2015年开展旅游扶贫试点工作，提高对做好旅游扶贫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以及抓住关键搞好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工作。

2015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和国家旅游局启动了2015年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工作，在全国共选取了560个建档立卡贫困村开展旅游扶贫试点。要求各级扶贫部门和旅游部门加强规划引导、加大资金投入和金融支持、广泛动员力量、扩大社会参与、组织开展培训、加强监督管理，切实把贫困村旅游扶贫试点工作抓紧、抓好、抓出成效。

2015年8月，国家旅游局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在安徽黄山召开“全国乡村旅游提升与旅游扶贫工作推进会议”，进一步明确旅游扶贫的目标任务。

2018年1月，国家旅游局、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关于支持深度贫困地区旅游扶贫行动方案》，提出要聚焦深度贫困地区，切实加大旅游扶贫支持力度，推动“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旅游业加快发展，有效发挥旅游产业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中的带动和促进作用。

2018年1月，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制定了《生态扶贫工作方案》，部署发挥生态保护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中的作用，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

2018年1月，国家旅游局与国务院扶贫办提出方案，组织实施旅游扶贫规划攻坚工程、加快实施旅游基础设施提升工程、指导实施旅游扶贫精品开发工程、有效实施旅游扶贫宣传推广工程、继续实施旅游扶贫人才培训工程、探索实施旅游扶贫示范创建工程等六大工程，进一步分解了深度贫困地区旅游扶贫行动重点任务，确保旅游扶贫任务细化、工作实化、重点具体化。

第三节 旅游精准扶贫运行机理

在“精准”的背景下，旅游精准扶贫需要做到精准识别（谁需扶）、精准帮扶（谁来扶、扶什么、怎么扶）、精准管理（谁来管、管什么、怎么管），实现“扶真贫”和“真扶贫”的目标。


一、精准识别是前提和基础


旅游扶贫要实现“扶真贫”的目标，前提是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精准识别。首先，要识别判断贫困地区是否具备发展旅游业的条件，比如旅游资源、自然环境、政策支持、产业配套设施等；其次，是否有吸引旅游群体、适应市场竞争并且利润可观的特色旅游项目，该项目是否适合贫困人口参与发展；最后，识别哪些贫困人口愿意且有能力参与旅游业，确定精准扶贫对象（谁需扶），这直接关乎扶贫效果。


二、精准帮扶是关键


旅游精准帮扶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针对贫困人口的需求及能力，在帮扶主体的保障下，采取帮扶措施帮助贫困人口脱贫。首先，帮扶主体一般有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其中，政府颁布政策、审批程序及出资建设基础配套设施；企业开发旅游景点，运用市场化机制运营；金融机构提供贷款资金；旅游者体验消费。其次，制定脱贫措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旅游扶贫不是“输血式”扶贫，而是“造血式”扶贫，帮扶主体通过提供技能培训、教育培训、资金支持等方式，让贫困人口有更广泛的就业选择或自主创业，比如开餐厅、旅游住宿、售卖农副产品等，使他们能够参与到旅游发展中并自力更生。同时，旅游业可以与农业（观光采摘园）、其他住宿餐饮服务业协同发展，使产业链更长，使贫困人口收入来源更广，加快脱贫步伐。


三、精准管理是保障


精准管理体现在旅游精准扶贫的整个过程中，比如精准识别（扶贫对象识别、旅游资源管理及旅游项目评估等）、精准帮扶（帮扶主体行动、帮扶过程）、精准管理（帮扶资金科学运用、扶贫效果监控），这样能更好地保障旅游精准扶贫各环节工作有序开展，尽快实现“扶真贫”“真扶贫”的目标。更重要的是，旅游扶贫精准管理是为了保障旅游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资源环境上要绿色环保，使贫困人口有“造血”能力。

图16-1即旅游精准扶贫运行机理图，精准扶贫过程是动态变化的，既有贫困人口脱贫，也有一些人返贫等，要不断精准识别，以此制定针对性措施，根据各方面的反馈调整变化，使扶贫效果更好，贫困人口更满意。

[image: picture]


图16-1 旅游精准扶贫运行机理图

第四节 旅游精准扶贫主要模式——以扶贫主体为依据划分


一、政府主导型旅游扶贫模式


政府主导型模式是我国旅游扶贫中较为普遍使用的方式，因为贫困地区的落后条件，使得政府在制定发展政策、提供扶贫资金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政策引导，同时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吸引旅游公司及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旅游扶贫项目中去，用旅游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同时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文化协同发展。

政府主导型扶贫模式能充分发挥政府宏观指导及资源调配作用。比如在唐家河自然保护区旅游扶贫中，广元市政府为主导，进行景区生态建设规划，完善旅游开发公司管理体制，监督土地使用及环境保护，在改善基础设施、保障旅游扶贫工作的后期开展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六安的旅游扶贫工作中，中央支持六安老区发展，配套相应政策和资金扶持建设旅游产业园区，其中中央投入30亿元资金建设的大别山旅游扶贫快速通道项目已被纳入国家总体发展规划。除了政府的政策、资金支持，政府主导型模式也需要协同企业、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扶贫。例如在云南省彝良县木椿沟苗族风情园建设中，政府除了解决资金短缺、基础旅游配套设施落后、宣传力度不足等问题，还引导企业与农户间的联系，激励农户参与到旅游项目中，逐渐实现脱贫。


二、社区参与型旅游扶贫模式


社区参与型模式是指在制定旅游决策、开发及发展旅游产业的时候，充分听取社区的意见并满足社区的需要。旅游业并不是只有政府和少数人参与，旅游区的居民包括贫困人口都能直接参与，这可以将更多人纳入旅游产业中。社区参与型模式可以是社区整体参与，社区扮演中间角色，群众可在社区发表意见，最终汇总成社区的想法，代表大多数人的意愿。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参与旅游”是真正帮扶旅游区贫困人口并使他们受益的有效路径，有助于实现社区居民和旅游产业共赢的目标。

其他旅游扶贫模式相对于社区参与型模式而言，更注重地区经济发展，而社区参与型模式直接瞄准贫困人口，其开发模式各不相同。比如襄阳较有特色的是库区旅游开发（排子河吸引周边情侣拍婚纱照、度蜜月等）和农家乐接待（农业观光、采摘等）；岳西县黄尾村社区参与景区管理及销售手工艺品等；大别山区域贫困群众社区参与方式主要为开办农家乐、销售土特产等。总之，社区参与扶贫不仅带来经济收入的大幅度提升，还通过与外界沟通使得思想观念发生转变，获得非经济收益。

同时，社区参与型旅游扶贫模式也存在社区人口难获益、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究其原因是社区居民利益被忽视、缺乏制约机制、无监督平台等。因此应首先建立社区参与旅游精准扶贫机制，保障社区居民参与的主体地位；其次，构建社区教育平台，从资金、教育、项目方面帮扶贫困人口；再次，共同协商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等措施，使人民群众清楚明白具体的经济获益情况；最后，还应配备监管人员及监管平台，确保社区参与贫困人口的实际收益。


三、景区带动型旅游扶贫模式


景区带动型旅游扶贫模式是以景区运营为主导，农户因景区发展而受益，通过景区基础设施建设或景区管理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通过旅游景区的发展带动周边乡村建设基础设施，并开展农业观光、采摘等，加快建设美丽乡村的步伐。景区带动旅游扶贫，拓宽了农户的收入渠道，转变了农户的思想，使贫困群众实现经济和精神的双重脱贫。

景区带动型模式较为普遍，比较典型的有乌蒙山片区。乌蒙山地处云贵高原，建有乌蒙山国家地质公园。通过景区带动，周边居民参与旅游经营和服务，使群众收入增加，同时游客还会潜移默化影响贫困群众，使他们接受外界新鲜事物，不再故步自封，贫困人口思想不断更新进而缩短脱贫时间。除了直接参与景区的商务经营，贫困群体还能采用多种方式获取收入，如宝鸡市西部山区，有多个国家级4A、3A景点。景区内的贫困村可以进行资产入股，通过收益分配获取收入；而不在景区的贫困村可以给景区商店提供特色产品，比如土特产或手工品，通过销售劳动产品获取收入。景区带动型模式依托著名景点，对于依托自然景观的地区，要注意开发与保护相结合，采用“生态+旅游+扶贫”模式，保证可持续发展。



注释


[1]
 邓小海.旅游精准扶贫研究[D].云南：云南大学，2015.


[2]
 邓小海，曾亮，肖洪磊.旅游精准扶贫的概念、构成及运行机理探析[J].江苏农业科学，2017，45（2）：265-269.


第十七章 旅游精准扶贫案例分析

第一节 案例1 云南泸沽湖景区旅游精准扶贫


一、背景


泸沽湖地处四川省和云南省宁蒗县的交界处，属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省级自然保护区。沿湖居民为古老的摩梭人，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和生活习俗，但被划为两个民族，四川境内为“蒙古族”，云南境内为“纳西族”。古老的摩梭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是没有属于自己的文字。摩梭语中泸沽湖意为山沟里的湖。泸沽湖是在岩溶作用下形成的高原断陷湖，湖的周围被群山环抱，湖中有多座岛屿。

该地区群山环绕、交通闭塞、社会经济发展落后，具有自我封闭特点。由于农业资源匮乏，传统产业生产潜力有限，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该地区一直处于“林业经济、木头财政”的状况，自身无法实现产业结构的提升，也难以走出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的困境。
[1]

 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偏僻的地理条件，使泸沽湖保持着原生态，这里不仅有怡人的自然风光，还有独特的摩梭风情。


二、扶助举措及效果


1988年8月，泸沽湖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二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宁蒗县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当地的发展，贫困人口也从中受益。表17-1说明了宁蒗县旅游业及泸沽湖的收入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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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1 宁蒗彝族自治县旅游业状况

注：空白处资料缺失。 资料来源：宁蒗县统计报表和网页数据。

有关资料统计，宁蒗县旅游业从“十二五”以来保持了稳定、健康的增长势头，2011—2015年间游客年平均增长18.4万人次，增长率为48.4%，比“十二五”预期增长40%；旅游综合收入年平均增长1.03亿元，增长率为77.74%，比预期增长42%。
[2]



（一）建设基础设施及景区

泸沽湖景区于2009年成功申报为国家4A级景区；2017年，泸沽湖基本完成了创建5A级景区的任务。泸沽湖旅游区内有自然和人文景观两大类7个种类29个小类的旅游资源类型，总计52个景点。

云南地形陡峭，泸沽湖被群山围绕，交通不便，要想发展旅游业，首先要建设公路等基础设施。自2009年4月1日起正式启用的泸沽湖旅游结算系统，推动了景区旅游信息化、景区综合管理智能化，成为连接游客、旅行社、结算中心、门票站、景区酒店及景区旅游参与者的一个纽带。通过泸沽湖旅游结算系统可进行网上购票、资金结算、票款支付、月末对账。泸沽湖旅游结算系统经过8年的发展，完善了系统相关功能，2017年泸沽湖旅游结算系统与42家旅行社签约，全年系统结算泸沽湖景区门票29万人次，结算金额达到2 800万元。
[3]



2016年，宁蒗县政府、丽江泸沽湖省级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与丽江泸沽湖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签订了《泸沽湖景区旅游投资开发协议》。旅游开发公司将牵头泸沽湖景区的开发建设并承担景区的经营性项目投资开发和运营管理，这将有效带动泸沽湖景区以及宁蒗县旅游业的发展。2017年5月，吕家湾码头正式投入运营，吕家湾有能力的人开设客栈，同时也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建立酒店。目前，泸沽湖景区的交通条件有了明显改善，丽宁公路全线贯通，并新增昆明至泸沽湖、成都至泸沽湖的两条直飞航线，2018年9 月20日，南方航空开通了重庆至泸沽湖的直飞航线，单程飞行时间2小时左右。交通的便利进一步促进了泸沽湖景区的对外联系，提升了景区市场竞争优势。在通信方面，宁蒗县16个乡（镇）开通了程控电话，旅游公路沿线及乡（镇）所在地均已修建了移动电话发射点和寻呼机站。

（二）旅游业带动收入增长

2013年，宁蒗县民宗局筹集资金121万余元，建成了落水村民族文化活动中心。原生态环境得以保持的落水村地处泸沽湖西岸，它是泸沽湖景区摩梭文化对外展示的前沿窗口，同时也组建了演艺队。当地百姓因每晚8点摩梭歌舞演出的门票收入而致富。因落水村旅游开发较早，所以目前客栈很多，此外人们还开发了划船、骑马、摩梭家访、篝火晚会和出租服装等旅游活动项目。目前，落水村已经成为一个集游、住、娱、民俗体验及风景游赏等为一体的旅游特色村，旅游业已是当地居民收入的主要来源。

吕家湾处于泸沽湖环湖风景区内，吕家湾码头正式投入运营后，当地人有了划船这份工作，收入提升，每周日晚结算划船收入并平均分配。一般情况下每户收入为1 200元/周，10月黄金周时最高达到每户4 100元/周。吕家湾有些外出务工的人也回来了，每家3个人负责一条船，一艘船月收入大概5 000元。除了劳动收入外，村民还可以把土地出租给开发商，开发商租用土地建设客栈，村民获得租金收入，有的村民年收入20万元。


三、特点及启示


（一）注重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据人民网新闻报道，云南省从2011年开始，计划投资4.2亿元开展泸沽湖村落环境综合治理、生态和环境保护示范项目等“十大工程”共计13个项目，至2016年5月12日已投资3.4亿元，全面完成8个项目，基本完成4个项目。因泸沽湖湿地生态脆弱，在规划发展时应进行环境监测，比如排污量、水质等，尽量从源头上避免破坏，同时要有保障措施，一旦检测超标，能快速采取恢复措施，也要找到源头并给予相应惩罚。此外，游客及当地居民也要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

（二）重点保护摩梭传统民俗文化免受冲击

泸沽湖是摩梭人的发源地，其丰富的摩梭民族文化，如摩梭民歌、民族舞蹈、民族服饰等，是泸沽湖旅游扶贫发展的特色文化资源。民族宗教信仰、婚姻礼仪也使该地区保持一种原始性及神秘性，当地至今还保留着“男不娶，女不嫁”的“走婚”习俗。泸沽湖还有世界极其珍稀的母系氏族文化。但是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泸沽湖不再处于封闭状态，大量游客涌入摩梭村落，游客在促进当地经济效益提高的同时，也带入了现代文化。当地人为了获取收益，其表演内容从打跳、转山等体现摩梭文化的项目逐渐转变成了迎合观众的现代项目，表演时间从特定节日变成了每天，传统生活习惯及文化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

因此，人们应高度重视，政府可出台保护传统摩梭文化的政策，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三）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景区人员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着游客的心情及其对景区的满意度，间接影响着当地旅游业的发展以及景区收入。在互联网时代，游客的评价既能正向促进景区的发展，也能放大景区服务中的不足进而导致景区的损失。而泸沽湖景区周围有很多村落，比如落水村及吕家湾，村民没有接受过正式的服务培训及指导，在服务过程中存在一定风险，反过来这也更加考验村民的服务水平。景区可以从精细化管理与服务质量提升、旅游服务礼仪、接待服务规范、岗位工作流程、景区情况及导游讲解、安全防火知识、医疗急救常识等几个方面对村民进行培训，提升景区管理水平与接待服务质量。

第二节 案例2 井冈山革命老区旅游精准扶贫


一、背景


井冈山位于江西省西南部，是革命老区，地理位置比较偏僻。1927年，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红军来到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井冈山也因此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

习近平于2016年2月视察井冈山时讲道：“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并提出“井冈山要在脱贫攻坚中做示范、带好头”。井冈山在基础设施、安居、保障、产业四方面做得比较好，全力进行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统计年报数据显示：一是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人口由2014年初的4 638户16 934人减少到2016年末的539户1 417人，贫困发生率由13.8%降到1.6%。二是贫困人口收入不断增加。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3年的5 857元增长到2016年的8 647元，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 600元增长到超过4 500元。三是贫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许多村通公路，贫困群众过上了住安全房、喝干净水的健康生活。经第三方评估，井冈山的各县指标均达到了国家明确的贫困县退出标准。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正式宣布脱贫摘帽。

图17-1和表17-2分别介绍了2010—2016年井冈山市生产总值和增速情况，以及2012—2016年井冈山市旅游及农民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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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2010—2016年井冈山市生产总值和增速情况

资料来源：《井冈山市2016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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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2 2012—2016年井冈山市旅游及农民收入情况

注：空白处暂未找到数据，也无法推算出。 资料来源：《井冈山市各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扶助举措及效果


（一）建设红色教育场馆

除了保存较好的可开放的革命遗址，还建立了几处人造景点，如“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等，其中“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全面介绍了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史，具有良好的教育意义。革命先驱的故居、陵墓等已成为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缅怀先烈的重要基地。

（二）建立红色文化培训中心、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等单位将红色理念引入教学，发展并创新了红色培训旅游项目，更好地诠释了爱国主义教育，让旅游者的精神文化有所提升。全国青少年井冈山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于2012年7月正式投入使用，至2015年4月，共举办404期培训班，培训学员20万余人次，还开展了党团干部培训等，例如：广西社会科学院于2017年6月开展党员“传承红色基因，加强党性修养”培训；南昌临空经济区城市建设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于2017年11月开展“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共创临空新辉煌”培训。通过培训，这些人学习了解了更多的红色文化，并促进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三）大力发展乡村文化旅游

据不完全统计，至2016年井冈山共有农家乐600多家，从事旅游服务人员近4万人，农民人均年增收8 000余元，直接解决就业3 000多人。
[4]

 茅坪旅游产业在红色文化体验的基础上，开办了农家乐，使游客留下来过夜，形成“娱乐+休闲+餐饮+住宿”一体模式。习近平走访过的茅坪乡神山村，通过引进企业帮助贫困户把出租房屋改建成民宿，2016年有26户贫困户吃上了“旅游饭”，人均收入达7 500元。还有菖蒲古村、文水、渥田等地也变成旅游特色村、致富村。井冈山乡村旅游发展火热。

（四）旅游产业带动其他产业协同发展

在农业发展上，井冈山旅游发展总公司为农民提供了900多个在种植基地工作的机会，而且对农民进行免费技术培训，等农民种植的作物收获后，公司再按市场价收购，农民用劳动换取收入。公司还建立了菖蒲金葡萄园等农业观光点，供游客观光、采摘，纯天然、无添加的旅游商品更容易吸引游客，使果农从中受益。

在服务业上，600多位当地农民利用晚上的空余时间参与文化演出，表演富有井冈山红色文化的《井冈山》，人均年增收6 000多元。
[5]

 当地政府还投资24亿元开发罗浮片区，投资3亿元建设井冈山国际山地自行车赛道，举办山地自行车邀请赛，带给游客更多的参与体验，旅游模式更加丰富。


三、特点及启示


（一）红色和绿色资源结合

井冈山绿色自然景观丰富。井冈山风景名胜区有茨坪、龙潭、黄洋界、主峰等十大景区。井冈山的森林覆盖率高达80%，有“绿色宝库”之称，这是游客“洗肺”的好去处。而且，井冈山的红色旅游更能触动人的内心，这里不仅陈列文物、老照片等，还建设了红色场馆。红色与绿色资源相结合，更能带动旅游收入的增长，参加红色培训的人可以去欣赏自然风光，而专门去游玩的人可以向自身所在企业宣传并申请去井冈山进行培训。

（二）红色旅游辐射带动多产业发展

井冈山革命老区具备丰富的旅游资源（见图17-2），红色景点可以推动红色文化培训中心、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建设，绿色旅游景点吸引游客观光旅游，各景点运营共同带动餐饮、住宿等服务业的发展。游客的增加，进一步带动电子商务、农业观光、运动娱乐业等的发展，这使得旅游产业链不断延伸，不但带动贫困群体脱贫，还推动当地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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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多产业链

（三）打造“智慧井冈山”，提升服务管理水平

“智慧井冈山”一方面体现在“智慧管理”上，另一方面体现在“智慧旅游”上。

“智慧管理”是把全井冈山境内的森林防火、景区监控等500多个视频整合起来，在旅游服务大厅就能看到全方位的井冈山，把“景区实时状况、应急救援、投诉处理”三方面管理联合起来，让游客玩得放心、安心。

“智慧旅游”是在互联网大背景下，将现代技术与传统旅游业结合起来。井冈山景区与鼎游信息携手合作，打造“O2O综合票务管控平台”，游客可以网上订票、自主取票；还将打造实现人票合一的系统，通过自定义设置票种人群的入园方式，方便门票管理；还会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及时获取景区的入园人数、财务数据等信息，有助于精准营销。“智慧旅游”也需“智慧管理”，可以将景区停车场位置、是否有空车位、周边住宿及餐饮情况等信息全方位提供给游客，游客可以体验高质量服务。商户能够精准营销，依据大数据，针对游客的不同需求提供相应服务。随着“智慧旅游”功能的实现，一个指尖上、智能化的井冈山将吸引更多的游客，将更能带动景区发展，人们的收入也将增加。

第三节 案例3 张家界大数据旅游精准扶贫


一、背景


张家界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地处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张家界市所辖的四个县、区均被纳入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范围。这片区域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较深，同时这里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土家族、白族、苗族、回族等）聚居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一半以上。该地区位于湖南的边缘处，与湖北省相邻，经济较落后，是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

2016年张家界市生产总值为498.18亿元，其中旅游业产值为257.88亿元，旅游业贡献率达51.76%。2016年全市农民人均旅游可支配收入3 324.49元，占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42.61%，同比增长了18.79%。2016年张家界市脱贫53 244人，其中旅游精准扶贫脱贫21 505人，旅游扶贫脱贫贡献率为40.39%。
[6]

 其中核心景区所在地武陵源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0 985元，2016年12月验收时，武陵源区的1 096户3 446人脱贫，达到“两个确保、两个完善”标准的18个贫困户顺利退出，全区贫困发生率降至0.13%。2017年2月18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在全省率先实现整区脱贫摘帽。

根据张家界市各年统计公报得到的2011—2016年旅游景点接待人数及旅游总收入数据如图17-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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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2011—2016年张家界市接待旅游人数及旅游总收入

资料来源：张家界市各年统计公报。


二、扶助举措及效果


（一）政府高度重视，政策积极引导

张家界市自1988年建市以来，一直贯彻执行“一手抓旅游，一手抓扶贫”的工作方针，让旅游业带动其他相关行业发展，也包括带动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并不断取得好的效果。1992年随着港澳台游客及国外游客的大量涌入，张家界旅游开发者的目光转向了国际化。1995年江泽民考察时，提出把张家界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胜地，之后张家界历届领导都是按照国际视野发展张家界旅游业。

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规划（2011—2020年）》，要求湖南省等省人民政府切实做好《规划》的组织实施工作，并落实任务。在该文件指导下，湖南省人民政府颁布了《湖南省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县级实施规划（2011—2020年）》，同意张家界市4个区（县）实施规划。

2012年，张家界市推出了《张家界旅游扶贫模式创新课题研究报告》，高度重视张家界旅游扶贫效果。2016年，张家界市又制定了《张家界市大力推进旅游精准扶贫行动计划》，要增加贫困村的内生动力和造血机能，做好扶贫工作，争取到2019年“123”旅游精准扶贫行动计划全部实现。“1”是指创建1家5A级旅游区，建设10个旅游商品特色村、15个旅游风情镇、100家乡村旅游服务产品、100个乡村旅游服务基地，创造15 000个旅游就业岗位；“2”是指重点建设21个旅游扶贫村，建成24条跨省市生态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3”是指发展30个特色种养村和30个旅游特色村，创建3大新品牌即国家绿色旅游示范基地、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中国国际地质奇观旅游目的地。
[7]



此外，张家界市永定区、桑植县、慈利县每年的旅游扶贫专项资金不低于500万元，武陵源区不低于300万元，以此来加快项目建设，为人们提供就业机会。

（二）因地制宜，农旅结合

慈利县发展“乡村旅游+传统文化+精准扶贫”模式，重视建设乡村旅游示范村、星级农家乐，另有五雷山景区“三月三”传统庙会、“南山桃花节”、“龙潭河板板龙灯”等节庆活动吸引了近10万游客，这搭建了对外出售葛粉、蒿子粑粑等土特产品的平台，也给贫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贫困户人均增收800元以上。
[8]

 慈利县还新开辟了娄江漂流、拉磨峡谷、四十八寨、红岩岭、黄花溪等户外精品旅游线路。慈利县三观寺乡罗潭村建成了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通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引进等方式增加就业，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014年的2 140元增长至2016年的6 580元，实现整村脱贫。

武陵源区坚持“旅游反哺农业，扶贫对接旅游”的工作方针。首先，设定了乡村旅游民宿等级及划分标准，2014—2016年新添民宿、客栈200多家，其中乡村特色民宿（客栈）首次被评为三星级、四星级和五星级，不仅被媒体、政府等进行重点宣传推荐，还一次性获得10万、20万和30万元扶持资金奖励，这极大激发了农民创办高质量民宿的动力，农民收入也因此大幅度提高。更重要的是，旅游业带动农业发展。武陵源区已有各种农产品品牌，比如中湖鱼泉贡米、天子山辣椒、协合菜葛，通过吸引游客购买，逐渐扩大品牌影响，达到双赢的局面。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农业发展，而农业覆盖了全部农户（包括贫困户），这促进了贫困户增收。武陵源区天子山镇泗南峪村、中湖乡野溪铺村形成“旅游景区+风情小镇+特色客栈”模式，辐射带动近百建档立卡户脱贫致富。
[9]

 此外，针对贫困村专门开展了探险游、背包游等特色体验活动，从2011年起双峰村生态观光园等乡村旅游项目接待户外爱好者近3万人，参与协合乡禾田居农场的农户平均年增收2万元以上。

张家界市其他区依据自身实际情况，形成不同的乡村旅游扶贫景点和路线。

（三）多种方式联结企业帮扶

协合乡安福旅游有限公司建成超过66.667公顷的菜葛基地并开办旅游食品加工厂，为300多贫困人口提供了工作岗位，每个贫困户年均增收3万余元。此外，建档立卡贫困户一般有5万元的金融贷款资金，由政府搭台直接委托给优秀旅游企业，旅游企业每年给贫困户4 000元的分红，这降低了贫困户的还款风险，同时贫困户每年可获取稳定收入。


三、特点及启示


（一）基础数据平台建设先行，开展大数据智慧旅游

2016年8月26日，张家界市智慧旅游平台开始试运行，包括张家界市人民政府旅游官网、旅游官方微信、指挥调度中心等。其中旅游官网中的旅游资讯网有20多个栏目，完美实现“一网尽览张家界”；旅游商务网整合景区、酒店、租车、旅游线路、旅游定制等多种产品；游客可通过旅游官方微信预定各种旅游产品；大数据中心从客流量、游客轨迹等方面收集、处理数据，实现精准服务营销及管理，以便更好地服务于游客、景区及政府等——张家界形成了“大众旅游时代”的大数据样本，引领国际旅游大数据发展。

（二）虚拟现实VR+景区，技术先行

目前在张家界游客中心，游客可以进行“360度VR全景体验”。VR影像可以提供不同的场景，使游客近距离了解各大景点的位置，概况、酒店、美食、交通、文化等，游客可选定想去的目标，规划最佳线路并制定旅游攻略，这大大缩短了时间并降低了成本。这种高科技能更好地帮助张家界营销，吸引游客。旅游业也需确保有领先的技术，技术先行能够使景区、游客、旅游企业等多方受益，技术先行也会成为一种趋势。

（三）民族文化传承与扶贫协同共进

旅游的灵魂是文化。张家界人挖掘整理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8 类45种。张家界因民族文化魅力，吸引游客；也通过游客，传播民族文化。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人们重视保护张家界十堰坪村、关水坪村等传统村落与土家吊脚楼物质文化遗产，年轻人也愿意传承桑植民歌、花灯、摆手舞等土家族文化。
[10]

 文旅结合使游客体验感增强，引导人们保护文化。

第四节 旅游精准扶贫政策建议


一、充分发挥政府宏观指导作用，建立支撑制度机制


扶贫关乎贫困人口的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是国家的大事，国家出台旅游精准扶贫政策后，各级政府要落实国家政策并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合本地旅游扶贫的相关政策，通过规划和发展旅游业来带领贫困人口脱贫致富。

在我国，由于贫困地区的基础条件落后，一般是政府主导发展旅游业，规划旅游扶贫的总目标及结构布局，对具备旅游资源的贫困地区给予政策引导支持，比如交通部、国家电网等机构修建旅游配套设施，旅游局给予旅游开发扶助资金等。同时精准识别能否开发旅游业项目，这应以保护生态为前提，还要关注贫困人口能否参与并受益，此外政府应培育、鼓励大型旅游企业，完善旅游扶贫体系，鼓励多方力量参与扶贫。

政府需协调管理旅游精准扶贫的几个方面。首先，土地使用上，因发展旅游业可能会出现租用农民土地、退耕还林等情况，需要政府制定相应的补偿措施，使农民通过入股或租金等方式获得补偿。其次，资金方面，建设发展旅游业需要大量资金，扶贫资金或招商引资等多渠道融资资金的使用需要政府制定法规，相应部门进行动态监测管理，力图做到过程透明化。最后，政府要帮扶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到旅游扶贫中，政府搭台、企业培训，制定利益分配机制，使贫困人口共享旅游效益。


二、保护当地文化，推动品牌营销


文化是旅游的精髓，民族贫困地区有丰富的民族文化，革命根据地有具备宣传意义的红色文化，历史人物的故乡等地有悠久的人文文化，但目前存在文化濒临失传等不良现象，这需要全社会行动起来合理利用文化，发展保护文化。

一是认清旅游业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文化是经济的基础，人们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文化，现代人在快生活节奏下旅游时更想享受文化熏陶，用文化洗涤心灵，只有重视文化旅游才能有可持续的经济收入，旅游业才能常青。

二是建立文化保护制度，进行文化培训。文化局建立文化保护制度，这能规范并约束人们的行为，增强人们对文化的重视程度。还要对当地村民进行民族手工艺技能或文化演出培训，将文化元素融入旅游中，让村民指导游客体验并感受特色文化。

三是进行文化品牌营销。文化品牌提升了旅游的内涵，用品牌号召吸引游客，再通过电视、广播、广告等媒介，旅游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来宣传旅游扶贫村的景点、住宿、文化产品等，推动社会各界来参与旅游扶贫工程，扩大市场及影响力，用旅游促进文化弘扬及传承。


三、打造生态旅游，促进可持续发展


习近平说过：“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说明我国生态旅游扶贫应遵循两个重要原则。一是保护环境。贫困地区生态环境脆弱，一旦进行旅游开发，环境遭受破坏后很难恢复。因此应以保护环境为第一准则，生态是旅游发展的基础前提。但保护生态不是不开发，只有发展旅游业有了经济效益，才有资金提升环境效益，两者相辅相成。这需要有限开发，根据各种因素判断估计生态旅游承载量，并建立环境监管系统，使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二是生态旅游与扶贫相结合。旅游业的直接受益者是贫困人口，也不排除非贫困人口，只有旅游可持续发展，贫困人口才能逐步脱贫。扶贫应重视思想教育，让人们认识到保护生态就是保护利益，做到自觉保护环境。


四、建立大数据信息平台


旅游精准扶贫需要吸引游客，为游客提供便利及优质的服务。旅游景点可以建立大数据信息平台，比如旅游官网、旅游官方微信微博等，完整介绍景点及周边交通、住宿情况、租车、旅游线路等，让游客对景区有个大致了解，或者可以与美团、携程等客户端合作或使游客通过官方网址来预订酒店或购买门票等，方便游客规划。同时，大数据信息平台可以向游客说明人多的时间段，方便游客避开高峰时段出游。这能更好地服务于景区及游客，游客因为便利而有时间和精力多游玩几个景点，也能促进农户增收。


五、从“志”“智”两方面提升贫困群众素质


在“志”方面，贫困群众的思想要从“等、要、靠”等落后观念转变成“我要脱贫”，可以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使其不断接受新观念，自觉主动参与到旅游业中去，从思想到行为习惯发生全面转变。脱贫不仅是物质脱贫，更重要的是精神脱贫，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双重建设。贫困群众思想脱贫反过来也会促进旅游业更好地发展。

在“智”方面，要有教育及技能培训。贫困地区人才匮乏，要发展旅游精准扶贫离不开人才，应建设人才队伍，可以“引进来”，比如引进技术人才，对贫困人口进行专门技术培训，使他们获得一技之长而促进就业。同时要引进教育人才，以增强贫困群众的知识水平并转变其原有思想，使其接受新事物，了解国家政策，慢慢跟上时代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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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篇

第十八章 国际搬迁扶贫领域相关扶贫经验与借鉴

国外没有易地扶贫搬迁概念，与之相对应的是生态移民（environmental migration）或是环境移民（ecological migration），是指因土地干旱、荒漠化等环境问题而使当地人口生存受到威胁，只能通过搬迁安置方式，改变居住条件，保障其基本生活。

国外的生态移民模式和中国的易地搬迁扶贫在构建方式、实施内容、目的等多方面因素上较为相近，因此总结他国的建设经验对我国开展异地搬迁扶贫安置工作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第一节 国际相关扶贫措施


一、印度搬迁移民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之处，同时都长期面临着消除贫困的任务。两个国家文化、制度的差异，使其在消除贫困策略上不尽相同，但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一些不同经验与做法也是可以相互借鉴的。

印度有约13亿人口，国土面积为298万平方千米。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印度开始实施一系列扶贫计划，主要有农村综合发展计划、全国农村就业计划、农村无地者就业保证计划、干旱地区发展计划等等。近年来其经济发展迅速，2010年的印度贫困线，农村大约为6 900卢比/年，城市大约为8 940卢比/年（按CPI折算）。按世界银行2009年的卢比购买力平价1∶15.95计算，相当于432.5美元/年和650.5美元/年。到2015年，印度的GDP总量已经达到2.074万亿美元（按2015年国际汇率），人均GDP也达到了1 582美元。按照联合国关于极度贫穷人口生活的标准计算，印度目前仍然有近4 000万人口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以下。
[1]



（一）生态移民，全面保障

1.萨达尔萨罗瓦调水工程移民搬迁

印度的讷尔默达河发源于中央邦靠近贾巴尔普尔的迈格拉岭西北坡，由东向西流，最后注入阿拉伯海坎贝湾。河流全长约1 300千米，为印度的第五大河。水资源非常丰富。为了对周边古吉拉特邦和拉贾斯坦邦大面积的半干旱和干旱地区进行灌溉及更充分地开发水资源，印度政府拟修建31座大型坝、135座中型坝和近3 000座小型坝，其中10座大型坝位于讷尔默达河干流上。萨达尔萨罗瓦调水工程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工程之一，于1988年开工，中间由于资金等原因停滞了一段时间之后，于2000年再次开工。萨达尔萨罗瓦调水工程涉及范围大、影响人口多，大坝形成的水库将淹没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中央邦大量的土地，影响村庄254个，影响家庭达40 919个；另外，渠道建设需要占地，总计涉及移民规模达32万人。

根据讷尔默达用水争议调解法庭就该工程达成的协议，古吉拉特邦有义务安置工程移民，为移民提供有关多项个人补助和社会补助。个人补助包括农用耕地、生活住地、建筑材料、保险及现金等多项补偿；社会补助包括市政基础设施和其他娱乐设施，如住宅区内的道路、校舍、公园、蓄水池等。安置政策的基本目标就是移民的经济条件必须明显改善，保护移民权益。
[2]

 较为完善的安置方案，使得移民搬迁后，能够拥有稳定的生活设施，持续生计的生产资料，生活得以改善。

2.Bhadra野生动物保护区移民搬迁

Bhadra野生动物保护区是印度著名的保护区，为了保护区更好地发展及村民安全，原保护区村民需搬离保护区，搬迁到M.C.Halli和Kelaguru两个村庄。项目于2001年开始实施，搬迁家庭如果拆除自己在保护区内的旧房屋会得到补偿金和安置到移民村的运输费用。所有住户都会免费分到宅基地和6个月的生活津贴。政府为每个农户提供耕种土地和宅基地，并为失地农户建房。因土壤条件不同，适合的农作物也不同。M.C.Halli的土地适合种植甘蔗、水稻和蔬菜，M.C.Halli有65%的农户种植甘蔗，51%的农户种植水稻；而Kelaguru的土地适合种植咖啡和辣椒。
[3]

 在安置过程中，会让移民参与安置决策，比如询问移民对房屋设计和对燃气灶的要求等，同时还会建设配套基础设施，比如水井、公共交通、通信设施、市场、学校和医院等。以上措施使得搬迁群众有基本的住宅保障和产业保障，后续生活得以维续。

（二）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

非政府组织在扶贫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印度农业工业发展研究基金会（BAIF）作为专业化程度高的民间科技组织，于1967年8月由著名社会活动家创建，其经费主要来源于印度联邦政府拨款和国际社会捐赠，以及印度国内的企业捐款、慈善机构捐资，此外其自身的科技实体盈利也提供部分的经费支持。BAIF在各邦内成立了独立的协会组织，以保证有效地传递项目理念和保障项目实施效果，是政府利用科技进行扶贫工作的重要补充力量。

BAIF一直致力于印度农村贫困群体的生活条件和生计维持改善工作，包括为提升移民搬迁后就业能力的培训提供支持。BAIF所开展的扶贫项目还包括农业产量提升、生态环境改善、人文素质提高、卫生健康保护等多个方面。通过项目和技术开发，充分利用扶贫地区的资源，推广相关的技术产品，为农民提供技术培训、指导等，实现贫困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从1970年开始，BAIF在印度农村各地广泛开展了各类减贫项目，提高了扶贫运作效率，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值，累计为印度农村做出了近300亿美元的产值贡献，有超过9万个村庄的近650万家庭从中受益，85%的家庭因参与其减贫项目而脱离了贫困。
[4]



印度长期以来还引进境外组织参与扶贫，比如项目引进、教育投资等，这为移民提供了后续保障，使他们在这些项目的资助下接受教育培训，提升技能，提高收入。


二、泰国生态搬迁


泰国南北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北部多山区，生态环境恶劣，民族成分复杂，交通不便，因此经济文化相对南方城市比较落后，泰国人多把生活在北部地区山区的少数民族统称为“山民”。20世纪50年代左右，泰国北部的山区居民居住面积为每平方千米2.5人，每村平均有18户。
[5]

 这里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原始的农业耕作，但农业的产出量极低，出现了过度垦殖的现象，这些因素导致了许多严重问题，比如水土流失、生态恶化，受保护的珍稀动植物数量锐减，更出现了制作贩卖毒品的社会问题。

（一）推行“国王计划”

泰国上任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执政期间，一直致力于解决北部山区的贫困问题，在位期间多次采取措施致力于脱贫。特别是1969年提出了山民经济的发展计划，其目的在于帮助泰北地区的山民摆脱贫困，实现基本生活保障，同时为未来可持续发展保护自然资源。为确保计划的实现，泰国成立了“国王计划”产业基金会，其资金主要来源于泰国民众捐款和泰国政府以及国外政府的资助。同时成立一个专门办公室负责实施，直接对国王负责报告，并在北部农业总部设有办事机构。泰国公共福利厅在“国王计划”的引导下在泰国中部和南部建立了多个“山民自助居住区”。

（二）多方面举措保障顺利移民

泰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保障山民顺利移民定居。首先，项目考虑到的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在当地召集民工在各个自然村庄内兴修道路，修建水利工程，安装输电通信线路等。其次，加强产业扶持力度，由政府和银行投资修建果园、养殖场、种植园，并与山民签订贷款合同，三年内免税分期还贷。另外，泰国政府还大力投资教育和医疗事业，兴建学校鼓励山民子女积极入学，开展各种传统手工艺的培训，修建图书馆。建立公共医疗保健站，为当地居民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等。同时“国王计划”产业基金会还在曼谷和清迈设立专门的农产品营销中心帮助当地的农副产品顺利进入市场。多方面的措施大大提高了泰国生态移民计划完成的质量。

泰国对山民与山区经济的改造和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首先，建立了一套对山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负责的有序组织。其次，计划实施后，项目区内及其辐射地区90%以上的少数民族已实现定居，基本消除刀耕火种现象和鸦片种植，森林等自然资源得到了有效保护和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6]



第二节 经验借鉴


一、充分尊重搬迁群众意见


各国的实践表明，为推进移民扶贫搬迁工作，政府应努力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制定惠民政策，积极引导群众自觉参与。贫困人口参与移民的安置过程，也是能力提升的过程。在安置工作中，工作人员应尊重群众意见和建议，充分了解其疑虑并提出解决措施，让群众自愿搬迁，做到“搬得出”。还应结合群众实际情况如家庭成员数、经济状况等，找到适合的安置房屋，建设保障基础设施要完善，为做到“住得下”奠定基础。


二、因地制宜发展后续产业


真正做到“住得下”还需要有后续产业支撑，这也是移民安置的重要内容。产业的发展应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移民安置已经从“输血型”向“造血型”方式转变。搬迁不仅要解决“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问题，还应发展多样性的规模化产业，保证移民有工作岗位，使其增加收入后逐渐脱贫。


三、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群众等多方协同努力


政府应在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给予政策及资金支持，保障搬迁顺利进行。企业等非政府组织在推动搬迁工作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比如它们更能深入基层了解群众想法，并因不影响群众利益而更能被群众接受。

此外，有的企业会无偿捐赠生活用品等给贫困户，非政府组织能够协助相关部门顺利推进安置计划。最关键的是搬迁群众，他们需自觉努力，及时沟通解决相关问题，才能尽快实现脱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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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概述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就是通过改变贫困人口居住地的方式来对其进行扶贫，即用搬迁来实现脱贫，也就是将生活在生存条件极恶劣地区的贫困人口搬迁安置到其他地区，使其享受基础设施带来的便利条件，逐步帮助搬迁人口脱贫致富。

第一节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背景及概念


一、易地搬迁精准扶贫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并实施了许多扶贫政策，已取得了良好效果，贫困地区条件有所改善。但贫困问题仍然是重中之重，而“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地区的贫困问题是较难解决的，若要实现全面建设很困难，因为投入资金巨大且耗时长。为了确保2020年贫困地区和全国其他地区同步迈入小康社会，我国要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扶贫之路，对生存条件恶劣的地区实行易地搬迁扶贫。这项工程复杂、难度大，需要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多方筹集资金、合理配置规划，以此帮助搬迁群众摆脱贫困，解决其发展问题，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2001年以来，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改委安排了专项用于实施易地搬迁扶贫工作的资金（见表19-1），全国陆续开展了易地搬迁工程。

[image: picture]


表19-1 各期间易地搬迁扶贫资金投入及搬迁人数

资料来源：各时期易地搬迁扶贫规划。

2015年12月1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易地搬迁扶贫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标志着我国易地搬迁扶贫由全面推进阶段正式进入脱贫攻坚阶段。
[1]

 我国在“十三五”时期，要加快易地搬迁扶贫速度，从根本上使约1 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易地搬迁是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指出，深度贫困地区是脱贫攻坚的坚中之坚。深度贫困地区生存条件比较恶劣、自然灾害多发、地理位置偏远、地广人稀、资源贫乏，加大对当地群众的易地搬迁扶贫力度是破解深度贫困的重要之策。
[2]




二、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概念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是指对水资源匮乏、生态环境脆弱等生存条件恶劣贫困地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通过改变其居住地的方式进行扶贫，即通过易地搬迁从根本上改变其生存和发展环境，使其能享受基础设施及产业发展等福利，逐渐实现脱贫致富。这既缓解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及压力，又改善了迁入地的生存条件。易地精准扶贫搬迁把扶贫与保护生态两项工作紧密结合，意义深远。

我国的易地搬迁扶贫是政府主导的。2013年以来我国逐渐形成了“精准扶贫”的扶贫思想、扶贫方略，使易地搬迁也打上了“精准”的烙印。易地精准扶贫搬迁体现在精准识别、精准帮扶和精准管理三个方面。首先，精准识别是指易地搬迁扶贫对象更精准，针对的是“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其次，精准帮扶是指摸清帮扶对象的致贫原因后，实施脱贫措施，即施策精准，包括用哪种搬迁方式使其搬到哪种房子，住下后怎样提高收入，等等。最后，精准管理主要是对易地精准扶贫搬迁项目的实施过程进行管理，包括资金使用、土地规划、房屋建设、人员工作、新村管理等等。

第二节 易地搬迁扶贫政策及举措


一、相关政策


易地搬迁扶贫政策汇总如表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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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2 易地搬迁扶贫及精准扶贫相关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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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二、相关举措


2015年12月1日，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在京召开。李克强做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易地扶贫搬迁是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有力抓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举措。各地区和相关部门要紧密结合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扎实推进这项工作。坚持尊重群众意愿，注重因地制宜，搞好科学规划。坚持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和多渠道筹集资金相结合，用好各类扶贫资源，合力攻坚。坚持搬迁和发展“两手抓”，妥善解决搬迁群众的居住、看病、上学等问题，统筹谋划安置区产业发展与群众就业创业，确保他们生活有改善、发展有前景。

2016年3月和5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两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强调要理顺工作机制、明晰脱贫目标、守住政策底线、确保脱贫成效，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首战告捷。

2016年8月，全国易地扶贫搬迁现场会在贵州召开，李克强总理再次做出重要批示，强调要聚焦增强搬迁群众后续发展能力，创新思路机制，持续着力攻坚，统筹有效用好宝贵的扶贫资金和资源，确保实现精准扶贫、稳定脱贫。汪洋副总理出席会议并做重要讲话，要求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脱贫导向、理顺工作机制、推进项目建设、促进自力更生、推进考核监督，确保搬迁一户、脱贫一户。

2016年10月，国家发改委以“精准搬迁、精准脱贫”为主题，举办2016年扶贫日论坛易地扶贫搬迁平行论坛，相关部门同志和带动搬迁群众脱贫致富的部分龙头企业代表共约180人参加论坛，与会人员解读交流政策要点，探讨各地典型经验做法。

2016年12月，国家发改委、国务院扶贫办出台《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成效考核暂行办法》，明确新时期易地扶贫搬迁工作考核对象、内容、程序、结果运用、奖惩措施等具体内容，强化对各级政府主要是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主体责任的考核，确保到2020年如期完成约1 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搬迁脱贫任务。

2018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四部门提出意见，指出要加强资金筹集使用管理，全力做好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金融服务。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要根据深度贫困地区搬迁工作进度和资金需求，合理安排易地扶贫搬迁专项金融债券发行时机，筹集信贷资金，确保支持对象精准、贷款资金专款专用，坚决避免资金闲置挪用和由贷款原因影响搬迁进度，人民银行相关分支机构要加强动态监测和监督检查。各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做好贫困人口安置综合金融服务，支持安置区贫困人口就近就地生产生活。

第三节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的相关概念


一、易地搬迁与贫困文化、人口素质


生存条件恶劣地区的人民群众需进行易地搬迁扶贫的主要因素是贫困，当地环境条件不能满足其生存需要，因“困”而“贫”，所以只能进行易地搬迁。正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贫困人口面对他们所处的经济贫困事实，形成了一套思想体系、价值观念等。贫困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是指社会上多数人处于中等以上生活水平时，仍有一部分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所形成的一套使贫困本身能够得以维持和繁衍的特定文化体系。
[3]



美国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1959年在其著作中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解释贫困现象，提出了贫困文化理论。他认为，穷人长期生活在贫困地，穷人间紧密性增强，但与一般人隔离而脱离社会主流文化，形成贫困亚文化。在贫困亚文化环境中的贫困人口因独特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文化信仰等，一直处在贫困中，而且贫困文化一直延续到后代，即使他们有机会摆脱贫困也无法把握住。所以，我国要实施易地搬迁扶贫政策，让贫困户走出贫困，不再局限于条件差的贫困地区，而是融入现代社会中去，与其他人更好地交流并有发展机会来脱贫。孙哲认为造成西部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是文化贫困和能力贫困，而使这一切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源就是贫困文化。“土地至上，面子要紧”的贫困文化价值观从本质上决定了农民的生活状态：不流动。
[4]

 只有进行搬迁，使农民流动起来，才能脱贫。

人口素质是很多贫困问题的中心，人口素质的高低与主体的经济活动能力息息相关。扶贫搬迁移民人口的素质低，主要是指健康素质低和文化素质低。
[5]

 易地搬迁扶贫地区多是疾病、地质灾害频发等条件恶劣的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基本无法配备良好的医疗卫生设施，生活在这些地区的群众生病后因没有及时治疗导致健康状况不良。或者是世代生存在空气好、温度适宜的原始山林地区的人可能原本不生病，但是到了迁入地身体不适应导致健康状况下降。整体来说，搬迁贫困户的身体素质不太好，所以要提高对他们健康检查的重视程度，健康的身体能缓解他们心理上的不适应，缩短过渡期，使他们尽快适应新生活。文化素质低主要体现在文化水平、技能方面。贫困地区条件恶劣，文化教育活动很难开展，有些地方没有学校，义务教育没有普及，也没有文化活动中心，整体上移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较低。而生活在深山地区的搬迁群众之前的刀耕火种生活方式不适用于搬迁后的生活，他们需具备新技能。

总之，易地搬迁精准扶贫对象长期生活在落后贫困地区，导致了思想落后、素质能力差等现状，迁出后应重视他们的教育及健康等方面，这直接关乎他们能否致富。


二、易地搬迁与文化适应


当群众集中搬迁到城镇、工业园区等地方时，他们的身份会从农民转化成市民，他们的生活观念和工作方式都会发生变化。易地搬迁行为将不可避免地引起移民原文化的变迁以及移民主体适应问题，其中最关键的是文化适应。

（一）文化变化表现形式

易地搬迁后随着地理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化，移民要适应几个方面的变化。首先，观念意识。比如三台山德昂族乡的搬迁群众移民前珍贵的资本是邻里关系，移民后产生村界意识而且语言使用环境也发生变化；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由游牧文化转变为以城市文化为主导的文化类型的过程中经历了物质变迁、制度改变，以及价值观念等精神文化失调。其次，民族文化。易地搬迁的多是偏远的民族地区，对少数民族而言，搬迁会对其生活方式、族群文化建构以及宗教信仰等产生影响。

（二）文化适应措施

移民应尽快适应当地文化，才能更好地融入并有归属感。移民做到文化适应的措施如下：首先，安置方式上尽量采取集中安置方式，有利于保持原有社会组织、延续传统文化以及重建社区等，移民相互熟悉以降低陌生及不适感；其次，移民原文化与迁入区异文化可以有机结合，避免冲突；再次，从婚姻、饮食、宗教信仰及传统节日等方面找出文化差异相关因素，通过消除民族歧视偏见、普及教育等措施来促进文化适应；最后，政府制定政策，派遣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以确保移民充分了解政策，工作人员担任外迁户和本地居民间沟通与协调的中介角色，发挥作用后能加快移民的文化适应过程。总之，文化适应是一个必经过程，也是必然结果，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三、易地搬迁与经济收入


经济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中曾经提出，贫困会导致环境恶化。处于饥饿和贫困条件下的人们会为了生存而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因此只有在脱离饥饿和贫困的条件下，人类才会投入精力、技术和资金解决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6]



李静等发现甘肃省肃南县明花乡双海子村裕固族移民的生计方式由畜牧业为主转变成了农业，并发展了订单农业或土地承包，几乎所有人移民后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都比以前有了提高。
[7]

 孟利伟发现山西五台县移民由单一的生产方式转为农工贸综合发展的多样生产方式，搬迁群众收入大幅度增加，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8]



易地搬迁扶贫群众原来面临“靠山吃山”的情况，资源匮乏，生产方式单一，收入很低，但是迁出后旧村流转土地可以实施农业现代化、农业规模化经营或发展特色农业。这既有租金收入，又有工资收入，即使原来的土地不适合耕种，人们搬迁到城镇或工业园区附近，也有许多就业机会，如餐饮、运输等职业，人们的收入会有所提高。虽然生活成本也会增加，但是人们住得舒服、吃得健康。


四、易地搬迁与生态建设


费俊亮等通过对香巴项目四个具体移民迁出点植被覆盖指数（NDVI）的变化分析，得出移民迁出区大量土地退耕还林，搬迁生态效果显著，移民搬迁促进迁出区生态环境修复与改善的结论。
[9]

 丁雪峰认为易地搬迁扶贫使人们由环境依赖型转向环保型，移民原来生活在大山，依靠砍伐树木做饭取暖及开荒种地等，迁出后避免了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使林木资源和生态资源得到保护。
[10]

 朱显岳指出丽水市异地搬迁的6.5万户农户每年可以减少大量柴火及煤炭使用量，减轻了对资源环境造成的巨大压力，增加了森林覆盖率等，促进了山区生态文明建设。
[11]



易地搬迁扶贫迁出区有的是深山区，人们大肆砍伐树木来取暖，使植被遭到了严重破坏；有的是生态脆弱区，人们开垦荒地、放牧等会破坏生态。但人们迁出后，迁出地实行退耕还林，扩大林草覆盖范围，降低生态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避免水土流失及降低沙尘暴等自然灾害的发生率，最终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

第四节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运行机理

旅游、教育、易地搬迁等精准扶贫工程是扶贫的具体手段和内容，精准扶贫的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三者间的关系是不变的，只是具体内容、做法不同。


一、易地搬迁精准识别是前提与基础


易地搬迁扶贫首先要通过科学有效的方法进行精准识别。这需要依据国家政策及规划内容，先鉴别是否为“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搬迁村，再识别哪些村满足搬迁贫困对象标准，最后结合实际判断采取哪种搬迁安置方式。


二、易地搬迁精准帮扶是关键


易地扶贫精准帮扶是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针对贫困人口的住房需要，在帮扶主体的保障下，采取帮扶措施帮助贫困人口脱贫。首先，帮扶主体一般有政府、金融机构、企业等。其中政府颁布政策、审批程序及出资建设基础配套设施；企业建设房屋、发展产业等；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其次，贫困人口要想脱贫致富，需有后续保障，一般采用“政府+企业+合作社”等模式发展产业，贫困人口积极参与并获得收入。


三、易地搬迁精准管理是保障


精准管理体现在精准扶贫的整个过程，比如精准识别（搬迁贫困村识别、扶贫对象识别）、精准帮扶（帮扶主体行动、帮扶过程资金运用及效果监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障易地搬迁精准扶贫各个环节的工作有序开展。

图19-1是易地搬迁精准扶贫运行机理，因精准扶贫过程是动态变化的，不断有贫困人口脱贫，也有一些人返贫等，要不断进行精准识别，以此制定针对性措施，根据各方面的反馈调整变化，使扶贫效果更好，贫困人口更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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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1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运行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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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案例分析

第一节 案例1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北梁棚户区


一、背景


包头市北梁棚户区是内蒙古自治区面积最大的城市集中连片棚户区。北梁棚户区位于包头市东河区中心区域，是包头历史文化的发祥地，素有“包头文化，根在东河，魂在北梁”之说。北梁棚户区1996年地震后一直未翻建，墙体破损非常严重，90%以上的房屋是超过50年的土木结构危旧房屋，人均住宅面积不足15平方米，95%以上的道路狭窄弯曲、坑洼不平，环卫、供水、排污等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没有供热、燃气等公用设施，泄洪通道不畅，没有消防设施和通道。
[1]

 因此，北梁棚户区的搬迁安置任务异常艰巨。该项工作从前期开发改造开始，持续了十几年（见表20-1）

[image: picture]


表20-1 北梁棚户区改造进程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新闻和文献梳理。


二、扶助举措及效果


（一）完善组织结构，联动推进工作

北梁棚户区改造是改善民生的政治任务，包头市成立了北梁棚户区搬迁改造领导小组，其中市长任组长、市委副书记任第一副组长、分管副市长任常务副组长，抽调9名市级领导干部、72名县级干部、500多名市直机关干部和1 500多名东河区干部组成征收安置工作团队，主要负责北梁棚户区改造工作重大政策、重要事项的决策部署。还专门设有现场指挥部，负责和群众沟通、安置房构建和基础设施建设。

建立了市级领导包联街道（镇）、市区两级县级干部包联社区（村）和片区、动迁人员包联到户的“三级包联”责任制，形成了“五级联动”（市、区、街道、社区、片区）和“六位一体”（包片县级干部、结对共建单位、下派干部、街道社区干部、片区党员、居民代表）的工作格局，充分调动各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

（二）顺应民意，科学制定方案

工作人员积极了解群众的意愿，到家中进行“点对点、面对面”的沟通，不仅了解民众的基本情况，还解读宣传政策，倾听民众的心声并了解其意愿。本着“以人为本、顺应民意”的原则，征集了组长、居民代表以及居民等各方意见，在此基础上政府制定了《包头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暂行方案》，具体做法如下：

（1）对征收私有住房的采取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两种方式。

（2）对低保户、低收入户、住房面积低于50平方米的住房困难家庭，通过廉租房、公租房予以保障。

（3）对现居住面积低于25平方米的被征收人，以原住房面积为基数，给予每平方米3 000元的货币补偿，可用于购买廉租住房产权或政府监管的商业产权，并保证其每年投资收益率不低于8%，三年后可选择出让、租赁或自主经营。

（4）对高龄、残疾、军烈属、新中国成立前老党员等重点人群实行优先选房。

此外，方案中也明确规定了其他征收补偿方式，多样性地满足了搬迁居民的安置意愿，得到了民众的好评，民众由最初的90%不同意搬迁变成了90%以上同意搬迁。

（三）过程透明化，加强质量监管

工作中创建了“棚改一站通”微机管理数据库平台，把征迁户的房屋面积、产权、补偿标准、安置顺序、安置区的户型面积等信息进行公示，还通过媒体、网络、社区宣传栏等媒介对安置政策、过程等工作进行报道说明，让搬迁群众了解并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使搬迁安置工作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设立了专门的监察审计组，对征收搬迁、资金使用等环节进行监督审核，确保棚户区改造工作透明化，不侵害群众利益，并以此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标准。

搬迁安置最重要的还是民众的住房问题，国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棚户区改造需保质保量妥善完成。通过公示安置房建设项目采购目录，建立了工程质量终身责任追究制及“四级”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由质量监督部门、施工管理组、施工企业、居民代表共同监督。这在确保质量，使住房、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让群众满意、放心方面给了施工企业极大的压力，群众也能切实维护自身利益。

（四）搬迁后给予群众多方保障

北梁棚户区改造每个环节都遵循“搬得出、住得下”的原则，从创业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结对帮扶等方面给予搬迁群众保障。

创业就业方面。对北梁居民实施免费创业就业培训，建立了东河区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提供100个公益性就业岗位，为失业人员提供5万~10万元小额贷款扶持，为贫困家庭大学毕业生发放不少于5 000元的一次性自主创业场地租赁补贴。此外，还设立3个创业服务中心，对回族大学生及失业人员进行免费培训，创办回族人才招聘会，在新建北梁新区办事处及在社区优先选用回族群众。
[2]

 免费为1 800人开展技能培训，累计发放自主创业小额担保贷款1 777万元，开发物业管理、保洁绿化、社区劳动保障服务等公益性岗位1 510个，保证了每户家庭至少一人就业的底线，有效解除了群众的迁居顾虑。

社会保障方面。政府出台优惠政策，将北梁困难群众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使北梁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率达到91.3%，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100%。将失地农民全部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使他们享受到与城镇职工一样的养老保障待遇。

医疗卫生方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对口开展“送医、送药、义诊”活动，组建医疗小分队，进驻北梁棚户区改造安置区，全程为北梁棚户区群众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结对帮扶方面。建立了党员干部、党政机关与贫困户“一对一、一对多”的帮扶机制，为北梁群众解决了实际困难；开展“情系北梁”系列社会帮扶捐助活动，群众累计收到捐助资金1 200余万元。
[3]




三、特点及启示


（一）让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决策、实施过程

一般情况下，“政府引导、企业运作”方式若没有群众充分参与，可能最终方案无法体现群众的意愿。包头棚户区改造是政府主导的，由市委直接领导、政府全程指挥，以确保工作顺利实施，但棚户区改造工作是为了群众，也要依靠群众，所以在北梁棚户区改造工作中，当地扮演着参与者、实践者、维护者的角色。

（1）参与者。先后召集居民代表开会研究征收补偿方案共40多次，征求了1 669名干部群众代表和近90%的居民的意见，反复修改后方案由最初的90%不满意最终达到90%以上满意。这确保方案既可行又令人满意，让群众参与其中，为自身利益代言。

（2）实践者。在征拆过程中，北梁居民自愿选出了居民代表809名，每个代表负责联系30户左右居民，他们起到了桥梁纽带的作用，既当面向群众宣讲政策并解决疑问，又及时向上反映群众呼声，出谋划策。群众在实践中更好地了解政策方案，有问题能及时解决。

（3）维护者。群众要维护自身利益，对安置房的建设过程进行监督，同时信息公开透明，若有侵犯群众利益、官员不作为、徇私舞弊等情况，民众可以及时上报。

（二）党组织服务群众，充分考虑群众利益

改造时将北梁棚户区划分为123个片区，成立了123个片区党支部和居民小组，推选思想觉悟高、群众威信好、能起表率作用的居民担任党支部书记和居民小组长，片区内每30户居民再推选出1名居民代表。
[4]

 此外，还从机关中抽调2 000名党员干部深入一线开展征迁工作。这些党员起到了连接作用，按照“以片为主，整体推进”的工作思路，不仅要讲解政策、收集民意、化解矛盾，还要重点帮助困难群众，做到深得民心，让北梁群众感受到党的温暖和关切，两者拧成一股绳，齐力推进北梁棚户区整改工作。

搬迁应充分考虑群众利益，按照“先安置、后拆迁”的原则，解决拆迁后群众无处安置的问题，安置方式分为现房安置、货币补偿等。因为回族居民在北梁占绝大多数，领导小组在制定方案时要充分考虑群众意愿，回族居民每日要到清真寺做礼拜并依寺而居，易地搬迁后会造成不便，所以对回族居民采取以优先考虑原地回迁为主的方式进行安置，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

（三）创新融资机制

国家开发银行提出“购买、建设双管齐下，软硬、债贷协同联动”的创新融资模式，激活了政府信用。国家开发银行与包头市政府创新运用了公私合营模式，从财政资金、土地资源入手，创建了包头市保障性住房发展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其中包头市政府下辖的住房局的三家直属单位出资占比93.23%，包头市三家投资公司占比6.77%。

国家开发银行在不同阶段推动“三个专项”——专项贷款、专项债券、专项基金，为北梁棚户区改造提供资金支持。一是贷款方面，先发放10亿元过桥贷款，后发放100多亿元中长期贷款。二是债券方面，创新债贷统筹模式，积极协助包头市发行“债贷组合”专项债券，共同谋划发放20亿元企业债券。三是基金方面，与包头市政府探索设立北梁棚户区改造专项基金等措施，引导社会资金投入。

开发性金融激活了政府信用，降低了贷款回收风险，通过土地抵押、开立偿债资金专户等形式为国家开发银行回收资金提供保障。
[5]

 这种多渠道融资会对以后的易地搬迁扶贫工程有参考价值。

第二节 案例2 云南怒江易地搬迁扶贫脱贫攻坚


一、背景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在山西吕梁考察时指出，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攻坚是“硬仗中的硬仗”。深度贫困三州中贫困发生率最高的是怒江，为30.0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67倍。怒江自治州位于云南省西北部，怒江中游。这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发生、贫困人口多且贫困程度深的地方。

虽然怒江州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仍是云南省脱贫攻坚中的“上甘岭”。还有12万特困人口居住在海拔较高、生态环境恶劣、地质灾害频发等条件很差的地方，这部分人生存条件恶劣，不可能就地解决温饱问题。
[6]

 怒江州是全省唯一没有平坝的地州，全州总耕地面积中，坡度在25°以上的陡坡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76.6%。这些陡坡耕地保土、保水、保肥能力极差，农作物产量很难提高，导致十亩地养活不了一口人的现状。
[7]

 偏僻的地理位置、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匮乏的物质资源，制约着当地发展，这是人类难以改变的，实行易地搬迁扶贫，是怒江州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的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


二、扶助举措及效果


（一）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

易地搬迁要实现“住得下”的目标，需保障群众基本的生存条件及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农田水利、公路铁路工程、通电工程、农村能源等，基本上实现了通水、通电、通路，有效解决了群众的生活难题。例如，怒江州贡山县丙中洛羊科当村，16户村民在没电、没水、没学校、没医院、交通不发达的恶劣条件下生活，搬迁到石门新村以后，当地专门为此建成纯木怒族传统民居16户，硬化村间道路1 200平方米，修建水泥公路450米、公厕2个、饮水工程管线2 000米，改厩16户。
[8]



（二）对口帮扶制——珠海帮扶怒江州

怒江州易地搬迁扶贫项目离不开珠海的支持，珠海帮助怒江州启动实施了4个搬迁示范点建设工作。2016年9月以来，怒江州与珠海市响应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号召，按照“中央要求、怒江所需、珠海所能”和“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建立了良好的合作机制。

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要求，珠海市在2016—2020年五年间共提供两亿元的资金扶持，使怒江州四个县（市）每年各得到1 000万元。珠海市将按照怒江所需，做好资金划拨与使用工作。资金主要用于易地搬迁工程建设，珠海负责四县具体易地搬迁点建设的前期规划，最终由结对帮扶的对口区解决。此外，珠海也提供技术支持——城建系统专家团队定期指导。易地搬迁的责任主体怒江州，需要积极配合珠海市的指导。

（三）培育特色产业

要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脱贫、可发展”的搬迁目标，不仅要解决搬迁户的基本居住问题，还需培育特色产业，为搬迁户提供发展和就业机会。

中交集团携手蜂联中国、中华蜜蜂研究院，前往怒江州的几个县、村实地察看中蜂养殖情况，与养殖户交流并提供技术方法。调研发现怒江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合饲养中华蜜蜂，并提出需要对农户进行技术培训、建设合理种植蜜源植物、创建怒江蜂蜜特色品牌等建议。企业为怒江的养蜂产业发展提供的帮助支持，为怒江州的脱贫攻坚工作贡献了一份力量。

怒江州实施并新建了一些农产品生产项目：贡山县草果基地，福贡县畜牧业、经济林果及中药材种植，泸水市林果、中药材基地，兰坪县畜牧业、小杂粮和核桃为主的林果基地。如果这些产业能规模化发展，既能为农户提供就业机会，提高收入，又能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特点及启示


（一）少数民族较多，搬迁考虑民族问题

怒江州有傈僳族、独龙族、怒族、普米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比很大，各民族有其特色的文化、服饰等。因为怒江交通不便，民族受外来影响不大，还保留着原生态的民族文化。当实施移民搬迁后，同一民族人口可能被安置到了不同地方，特色民族文化很可能受当地文化冲击，所以，怒江州的搬迁安置方式应尽可能采取集中安置。而且民族间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安置地点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离原居住地近些，尤其是独龙族、怒族的移民搬迁，更应尽量不离开本民族的居住范围。

（二）结合实际，移民促进小城镇发展

怒江州受地理位置偏远、工业发展缓慢、经济落后等条件的限制，城镇化发展较慢。怒江州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发展小城镇，既连接了周边的农村，又能吸纳大量人口，在安置移民的同时，吸纳的大量劳动力可促进产业发展，带动区域发展。这需要借助社会的帮扶，缓解资金不足，以便为其提供发展产业的技术指导。

（三）从教育、医疗方面做好搬迁保障

扶贫必扶智。怒江州绝大多数移民是没有接受过多少教育的少数民族群众，文化程度低。为了避免贫困代代传递，需加大教育投入，其中三峡集团在普米族、怒族聚集区投资建设两所学校，使贫困群体能上学或接受技能培训。

2017年5月，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的院领导带领专家医疗队到贡山县进行扶贫考察和义诊活动，为当地医疗人员提供培训；兰坪县中医医院、云南省中医医院、广东省中医院珠海医院携手在全县各乡镇举行大型医药巡回义诊活动。此外，还有怒江干部到珠海挂职等帮扶工作。多种形式的培训能更好地服务群众，从医疗、教育等各方面做好易地搬迁扶贫的保障工作。

第三节 案例3 易地搬迁扶贫到美丽新农村——宋家沟村


一、背景


宋家沟村位于岢岚县城东12千米处，在209国道周边。因“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深度贫困现状，经省委易地搬迁部署识别、县级规划，确定宋家沟村为岢岚县8个中心集镇安置点之一。宋家沟村是依据“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理念而发展建设起来的，中心集镇安置145户265人，分散安置11户23人。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视察宋家沟村并向群众发出了“请乡亲们同党中央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号召，这成了岢岚县的一处风景，带动当地旅游业、电商服务业发展起来。


二、扶助举措及效果


（一）统筹推进，齐力筹措资金

县乡村三级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分为6个工作区，并配有相应的干部，实行一对一包户帮扶贫困群众。干部既是国家政策的讲解者和宣传者，又是人民群众的排忧者，需切实保障群众利益。最终，建成宋家沟村只用了77天，实施包村包户措施，干部帮助农户搬家并整理新居。

宋家沟村建设筹措资金共5 200万元，其中易地搬迁扶贫资金976万元，用来建设配套基础设施及公共设施，以及发放建房补助；政策性资金656.8万元，分别用于改造农村危房、垃圾治理等方面；政府融资贷款3 094.4万元，用来改善人居环境；村民自筹324万元；各单位筹集148.8万元。多方资金筹集到位加快了搬迁工作的开展。

（二）统一标准，建好安置区

建设安置区，要先征收之前的废弃房屋、宅基地等，统一制定补偿标准。统一建筑风貌，对村原有民居、公共建筑进行提升改造。统一建房标准，分6个区安置，建筑面积5 300平方米，以每人20平方米的安置标准建设移民房265间，还统一装修并配备家具。统一配套基础设施，新建或改造提升全村道路、绿化景观、污水、公厕等设施，同时宋家沟村现有卫生院、寄宿制小学、敬老院、农村信用社、司法所等公共服务机构，基本保障了村民的医疗健康、教育等需要。

（三）产业跟进，实现“有事做、能致富”目标

搬迁群众安置到宋家沟村后，需要有事做，才能获得收入。宋家沟村按照岢岚县的“1661”产业扶贫行动（用好省级金融扶贫示范县1个平台，羊、猪、红芸豆、马铃薯、沙棘、蘑菇6大产业，确保6 002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实现到2020年脱贫一个目标），扶持本地企业（如薯宴食品有限公司、祥熙农牧养殖有限公司），带动合作社发展壮大并促进贫困群众稳定增收。

针对贫困对象的不同特征，合作社模式分为三种：一是有能力、有技能的贫困户对应专业合作社，贫困户发挥所长来协助某项产业发展；二是对有能力但无技能的贫困户，采取“农企+专业合作社+贫困户”模式，即企业为贫困户提供工作岗位；三是对既无能力又无技能的贫困户，采取扶贫互助合作社，即他们基本上依靠国家补贴来生活。


三、特点及启示


（一）易地搬迁促进新农村建设

宋家沟村是易地搬迁的一个集中安置点，中国乡建院岢岚团队以立足脱贫、着眼小康、特色风貌、有效落地的原则，按照农村特色风貌整治整体规划，以“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理念，为了让人们记得住乡愁、看得见乡愁，把宋家沟建成了美丽乡村。村边有绿水青山，村内统一配套公共基础设施，比如公厕、垃圾箱等，街道有小水渠，宋家沟村就是美丽乡村的一个典范。所以，可以把易地搬迁规划建设集中安置点建成美丽乡村，让搬迁户体验新农村。

（二）易地搬迁可开展旅游业

宋家沟村不仅是个新农村，更是国家扶贫政策落实情况的名片，目前这里设施齐全、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是旅客体验乡村生活的好去处。习近平的到来，使宋家沟村更有号召力及影响力，很多人前来游玩并感受奋斗精神。宋家沟村目前正在建设兰花花客栈，这为游客提供休息场所；还建有大食堂，平时村民可拿饭票去吃饭，游客也可以自己点菜；还有电商实体店，游客可以线上线下购买特色农产品。此外，媒体的宣传报道，提高了宋家沟村的知名度，随着更多游客的到来，村委会可以规划建设农家院、农业采摘基地等，让游客体验生活或购买无污染的蔬菜水果等，让旅游带动农户增收。

（三）易地搬迁多种生计方式并存，需加大教育投入

移民由原来的单一农业生计方式转换成了多种生计方式并存，例如在宋家沟村开办了创业基地巧手坊，巧手坊提供手工培训、手工制作体验，这是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可以自己制作，又可以买喜欢的手工艺品，还能带动广大妇女巧手脱贫。电商实体店中有十二生肖剪纸，顾客可以线上购买，通过不断开拓市场，形成“销售+电子商务+旅游”模式。宋家沟村有图书馆、学校，以及手工艺品技能培训班，这体现了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确保移民群众能从根本上改善自身条件。

第四节 案例4 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赵家洼村整村易地搬迁


一、背景


赵家洼村地处岢岚县吕梁山集中连片特困区，距离县城12千米。林地面积12 938亩，耕地1 308亩，其中退耕还林937.4亩。住房23处67间，其中窑洞25眼、土木结构房屋42间。村庄坡陡沟深、土地贫瘠，村庄破旧、房屋简陋，无动力电、网络、公交、学校和村卫生室，是典型的“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深度贫困村。全村户籍人口54户115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22户49人，未脱贫户17户31人，贫困发生率42.6%。常住人口6户13人，包含贫困户5户11人，其中65岁以上5人、残疾1人、智障2人。

2017年6月21日，习近平到赵家洼看望贫困群众，做出抓好深度贫困村脱贫攻坚工作的重要指示。6月27日，岢岚县组织扶贫部门、驻村工作队、乡村干部和当地群众进行座谈讨论，深入分析并征求群众意愿，研究制定以整村搬迁为主要路径的脱贫办法，细化安排了一系列扶贫行动。通过干部与群众的共同努力，赵家洼村扶贫工作取得新进展。


二、扶助举措及效果


（一）实施整村搬迁方式，帮扶群众搬出穷山沟

赵家洼村生产生活条件恶劣，需采取易地扶贫整村搬迁安置方式，按照全省精准识别对象、新区安置配套、旧村拆除复垦、生态修复整治、产业就业保障、跟进社区治理“六环联动”安排部署，制定具体方案。

首先，制定科学规划。结合村庄实际，根据群众意愿，形成搬迁方案，规划将全村需要搬迁的17户31人贫困户和1户4人同步搬迁户，采取县城广惠新村、阳坪中心集镇集中安置和分散安置的方式进行整体搬迁。

资金方面：对贫困户的易地搬迁扶贫资金是每人2.5万元，而同步搬迁的非贫困户是每人1.2万元。尽力做到搬迁不举债，对贫困户搬到新家交钱标准人均不超过3 000元，户均不超过1万元。同时，市县人大代表及社会各界为解决搬迁群众新居装修等困难捐助10.6万元。比如，某贫困户有5口人，搬迁到110平方米的房子，按照购房成本价每平方米1 400元，则房价为15.4万元（1 400× 110），易地搬迁扶贫资金是12.5万元（2.5×5），由第三方机构按统一补偿标准评估旧房价值，若估价是3万元，则不需自筹（15.4< 12.5+3）即可搬到新房。

其次，干部帮扶村民安置。包村县领导、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逐户逐人开展工作，解决“人、钱、地、房、树、村、稳”等问题和群众搬迁安置中的实际困难。通过4个多月的一线工作，2017年10月的安置情况如下：（1）县城广惠园新村已集中安置6户（5户贫困户、1户同步搬迁户）；（2）中心村集中安置3户；（3）已通过投亲靠友分散安置2户；（4）自己在县城赁房居住7户（搬迁时已不在村居住），均已在广惠园新村报名排队，等待分房。另外，还在做一个五保户本人的工作，预计安置到乡养老中心集中供养。

最后，抓实拆除复垦。落实搬迁拆除“双签”协议，2017年9月底对村庄进行整体拆除，村集体回购23处房屋院落，拆除21处，保留2处作为集中生产点，复垦耕地40亩。

（二）落地各项帮扶措施，帮扶群众能够稳得住

将7户贫困户纳入光伏扶贫范围，每户年收益3 000元；引导7户贫困户参与“五位一体”金融扶贫，连续三年不还息不还本获益4 000元；引导2户贫困户加入造林合作社，已户均收入3 800 元；聘用2名贫困群众成为护林员，年收入9 600元；贫困户退耕还林139亩，每亩补助500元；推进170亩土地流转工作，预计村民连续5年每亩收益200元。此外，还有兜底政策。对全体村民进行了政策培训，给17户贫困户发送了惠民政策一本通。坚持能保则保，落实五保4人、低保11人、孤儿补助2人、养老保险13人、教育扶持3人等政策。

（三）跟进后续保障，帮扶群众逐步富起来

为实现贫困人口脱贫、贫困村摘帽的目标，还需领导、企业、贫困户共同努力，具体措施如下：

一是强化持续帮扶。落实群众不脱贫、干部不脱钩的长效帮扶机制，结合村庄撤并销号、群众搬迁转移情况，原驻赵家洼村的县人大扶贫工作队迁到县城广惠园新村，作为“不走的工作队”，持续开展“一户一策一干部”跟踪帮扶工作。

二是联结农户增收。推行“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实施“一村一品一主体”产业扶贫，使每个搬迁户至少联结1个合作社和1户企业，融入合作经营、网络销售、“1+15”借羊还羊、“1+1”养牛等产业扶贫体系；在阳坪中心集镇建立生产合作、消费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村社合作金融组织，引导搬迁群众参与进来，实现分红增收；为搬迁户提供“支种贷、支养贷、富民贴息贷”等金融服务，扶持创业增收。

三是促进就业。2个贫困户在岢岚县某保洁公司公益岗位就业，年收入12 600元；2个贫困户分别与当地玻璃纤维公司、当地煤气化公司签订了用工协议，年可收入25 000元；通过培训，3个贫困户分别到呼和浩特当了厨师、到包头做了电焊工、到县城做室内装潢。还有的群众自主创业，收入来源比较稳定。


三、特点及启示


（一）干部动态持续帮扶贫困户

在精准识别阶段，需鉴别易地搬迁的贫困村及扶贫对象，以及采取哪种安置方式，这一阶段干部主要做好移民贫困户的思想工作并解读相关政策；精准帮扶时，包括贫困户搬入新房，解决后续就业，干部需落实相关扶贫政策等状况；精准管理是扶贫队伍随着贫困户搬迁而搬迁，持续开展一户一干部的措施。干部并不是随着贫困户迁入新房而结束工作，而是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帮扶措施，直至贫困户脱贫。

（二）整村搬迁推动旧村开发

赵家洼村在实行整村搬迁前，居住在村里的人也不多，当时已有自然搬迁户。实行整村搬迁能避免“搬富不搬弱”现象，更能整合扶贫项目，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效率，让群众共享基础公共设施等便利条件。旧村只保留了三处住房，为回去种地的农户提供休息场所，其余房屋拆迁加快了旧村开发。政府对旧村规划实施搬迁村土地复垦增减挂钩、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光伏项目“四个全覆盖”工程：完成40亩复垦地增减挂钩交易480万元；退耕203.6亩，造林1 243亩，发展油松套种白芍、牡丹、黄芩等中药材的林业经济；将搬迁户全部纳入阳坪片区联村光伏扶贫范围；通过流转土地在旧村平地建设红芸豆、马铃薯合作社种植园区65亩。这提高了土地使用效率，既保护生态，节约资源，还促农户增收。

第五节 易地搬迁精准扶贫政策建议


一、政府做好搬迁规划，努力做到得民心


易地搬迁扶贫是一项耗时长、系统且复杂的民生工程，需要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首先，政府要制定科学规划，统筹城乡发展。政府通过调研摸底论证等确定搬迁村，之后选取合适的安置点、安置方式等。然后入户调查摸底人们的基本情况，尤其是贫困户的致贫原因、人口、搬迁需求等，要充分尊重农民意见，合理制定搬迁规划。安置点条件尽可能便利，还需建设学校、卫生室等公共设施，房屋结构面积可分几种供人们自行选择。干部讲解宣传搬迁政策，并按照严格程序审批，以确保人们理解政策并减少后续矛盾。其次，政府颁布优惠政策，多渠道融资。因为易地搬迁扶贫需要建设新房、水电网等公共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这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政府可以给予其优惠税收政策来缓解资金困难。再次，政府制定退耕还林、土地流转、光伏扶贫等措施，给予贫困户扶贫补助或租金收入，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最后，政府有关机构要严格监管，建立巡查监督及审计制度，跟踪扶贫过程，及时通报存在的问题并奖惩责任人。


二、后续产业建设


搬迁是手段，脱贫是目的，要想群众能够住得下，需发展后续产业。易地搬迁应与产业发展相结合，紧紧围绕搬迁群众的能力、特长等来开展。比如，宋家沟村环境好，适合发展旅游产业，建立客栈、手工坊、餐饮店、电商实体店等，给一些群众创造就业机会，还为一些人提供销售平台，这样农户种植的茶叶、粮食既可以线下销售又可以线上销售。有的地方实行土地流转，人们将手中的土地转包给有实力、会经营管理的种耕大户，建设果蔬、茶叶等农业基地，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农户变为产业工人，既有租金收入，又能打工挣钱，促进农户增收致富。还有的地方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方式，带动引导搬迁对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这些都为搬迁户提供了后续保障，他们不断增收，逐步脱贫。


三、增加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扶贫要实现扶志、扶智相结合，实现外部帮扶和内生动力“两轮驱动”。

在“志”方面，扶贫先扶志。贫困人口要先从思想上转变，不以贫困为荣，改变从前的“等、靠、要”落后观念，从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观念转换为开放、进取，从“要我脱贫”向“我要脱贫、我能脱贫、我助脱贫”转化。

在“智”方面，扶贫必扶智。可以建立移民培训机制，职业教育机构可以开展各种特长教育，使学员既学习理论，又能实践操作；企业根据岗位需要的技能进行专项技能培训，使搬迁群众具备新技能，有助于就业。更重要的是，通过教育可逐步改变农民传统思想，农民要树立知识是重要资源的观念，重视对教育的投资等，还要有创新观念，不守旧，积极开拓进取，增强竞争力。


四、做好文化协调，确保移民适应


移民搬到新地方，离开原来的地方难免会有不适，有的从乡村搬到城镇后还会常回去，因此安置方式可分为插花安置、集中安置等，并尽可能采取集中安置方式，因为移民之间熟悉，建立社区后能增强归属感，也更能延续传统文化。在不影响传统文化内涵时，移民原文化与迁入区域文化可以有机结合，有助于双方接受。此外，还需加强彼此间的联系及提高教育普及程度，使移民和迁入区原居民逐渐了解其他文化形式，剔除民族歧视偏见等不和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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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结语

第二十一章 中国扶贫之路

在2017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期间，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过去五年中国的减贫成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世界极端贫困人口从40%下降至10%，主要贡献来自中国。这主要源于我国的精准扶贫政策，要求精准锁定贫困人口，找出贫困原因，对症下药，制定个性化脱贫策略。其间，为了保证扶贫的精准度，中国政府先后派出300余万名干部到贫困村任职，为贫困人口建立8 900万份贫困档案，即8 900万份精准脱贫策略。在2017年的第25个国际消除贫困日上，世界银行中国、蒙古和韩国局局长郝福满说：“在2020年前消灭绝对贫困是非常宏伟的目标，但我坚信中国一定能如期完成。”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也在当天说道，2017年井冈山、兰考县率先脱贫，还有一批贫困县会在2017年宣布脱贫，我国贫困县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数量上的减少。中国漫长的减贫之路为世界各国树立了榜样，其间也经历了从单一到多维的战略思路。

第一节 多维扶贫理论的发展


一、贫困空间差异的多维分析


本书认为，中国目前区域贫困差异，除与个体差异有关外，主要源于各地的历史空间差异。每个人都生活于特定的环境之中，环境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健康、性格、思想等。因此在以个人或者家庭为研究对象进行贫困识别之前，首先应该从空间差异的角度分析出现这些差异的客观原因。下文主要围绕我国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及其他贫困地区进行宏观分析。我国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主要包含“三区”“三州”“三类人”。“三区”是指西藏、新疆南疆四地州和四省藏区。“三州”是指甘肃的临夏州、四川的凉山州和云南的怒江州。“三类人”主要包括：一是因病致贫人群，特别是重病和慢性病群体是下一步扶贫攻坚的难中之难，必须千方百计给予帮扶；二是因灾和市场行情变化返贫人员，需要提高脱贫的稳定性；三是贫困老人，这个群体由于年龄大、病多、没有劳动力，脱贫要有托底性的制度安排。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指的是特别贫穷的地区。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作为主要扶贫对象，在全国综合排名最低的600个县中，有521个在片区内，占86.8%。因此，国家层面的深度贫困地区和连片特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的空间差异值得对比研究。

（一）自然资源

我国幅员辽阔，属于多山地国家，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陆地面积的67%，目前，我国绝大部分贫困县集中在山区。而山区山路多数在丘陵地带起伏不定，或在崇山峻岭之中顺着河流蜿蜒崎岖。由于山区依据自然地理条件修路，因此道路多盘山绕行或依山傍水，弯道曲折，连续不断，有些坡道很陡。山区的气候也因受地形、海拔及季节等因素的影响，变化多端。

我国深度贫困的藏区地广人稀，海拔大多在3 500米以上，95%以上属于高寒地区，年平均气温低、无霜期短、干旱少雨。地处高原高寒和高山河谷区，土壤贫瘠、地表储水蓄水功能弱，自然灾害较多，地质灾害和自然灾害频发，地震灾害危险性高。交通、通信极其闭塞，多数地区不通铁路和高速公路，国省干道公路等级低，建设和维护成本较高，通行能力差，乡村居民出行十分困难，畜牧等特色农产品运输困难。人畜饮水和取暖困难，大多数地区群众需要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恶劣的自然条件给藏区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导致藏区平均生产率较低，经济社会发展滞后，地方病发病率较高，藏区因灾因病致贫返贫现象突出。而我国集中连片贫困山区人口密度相比藏区大了许多，农民主要依靠农作物收成或放牧收入维持生计，因此多发的干旱、洪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导致土地或者农作物受损，这种生态的脆弱性加上人本身的脆弱性使得农民只能被动接受，容易温饱也容易返贫。

（二）教育资源

对于藏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来说，最重要的是当地的师资。目前，藏区的师资队伍结构失衡，数量不足，素质差异较大，队伍不稳定，动力不足。双语教学是藏区非常重要也是行之有效的教学形式，是提高民族教育质量的必要途径，是推进藏区寄宿制教育更好发展的重要保障。但现实的情况令人十分担忧，承担双语教学的专业教师十分缺乏，除了语言课程的教师有一定数量的双语教师外，其他课程很少有双语教师，特别是理科类和政治历史类的双语教师更是紧缺。并且，在双语教师中，基本上都是单一的藏族教师，其他民族基本没有。教师学科结构严重失衡。
[1]

 多数教师年纪较大，这些民办教师的学历通常是初中到高中水平，而且也没有经过正规的师范教育，能力有限，这就对学生的引导以及培养造成了阻碍，藏区少年儿童接受知识的领域也就变得越来越狭窄。外地青年由于难以适应高原地区气候、难以融入当地文化及语言障碍，愿意去藏区工作的较少，已前往的也由于待遇等问题而离开。本地优秀青年在外求学后，有部分在外发展，而选择回藏区发展的青年中愿意从事教育事业的就成为当地的中流砥柱。此外藏区校舍设备简陋异常，失学状况较为严重。教室、食堂、宿舍破陋不堪，漏风上课、冒雨读书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于资金缺乏，绝大多数的小学教室都是危房，残墙破顶是教室的共同特征。有的地方甚至没有学校，导致大量藏区儿童失学，其基础教育现状令人担忧。而我国的连片特困地区相比于藏区，有相同的困境，如地理位置偏远，难以吸引优秀人才，但是连片特困地区多数人为汉族，各地文化差异较小，语言障碍较小，因此，不同地区的人们交流起来方便了许多。

（三）历史文化

人们长期居住在特定的空间环境中，必然产生生活环境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存在决定意识”，从而形成相应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意识观念，以至文化形态。人类的居住生活方式是人类文化的基体。我国的藏区由于人口密度小，交通闭塞，与外界的交流较少，习俗文化自成一体。而历史上的晋商、徽商和浙商中的宁波帮都起源于贫困山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人。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重农抑商是历代政府的经济政策。但山西人自宋元以来，逐渐在民间形成了一种重商观念，即“以商致财，用财守本”的立业思想，这就是通过经商获得金钱，然后置房产买田地，再以土地出租和放高利贷等形式经商获取收入，以其商业收入发展商业和金融业，建立以商业为起点的价值循环和增值过程。因此，晋商曾辉煌一时，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甚大。徽商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儒”字，由于徽州人自古就有经商习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的观念在徽州百姓心中扎下了根。历史上的徽商也曾富甲一方，生财之道代代相传。浙商的商业文化，可以追溯到宋代的永嘉事功学派、明代的王阳明心学，再到清代浙东学派。浙江这块土地，重商思想一以贯之。浙东学派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重商的基本思想，经过几百年的浸染，已经渗入浙江人的血液骨髓。在这样的人文土壤里，当地及周围的广大民众也有着强烈的自我创业欲望和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民间经济细胞有活力、有韧劲，有浓厚的务工经商传统和商品经济意识，有百折不挠、卧薪尝胆、自强不息的艰苦创业精神。因此对比闭塞的藏区地带，其他山区的人们经济头脑更为活跃。


二、贫困测度的产生和发展


扶贫过程中，最先面临的问题是哪些人口是贫困人口，即贫困人口的识别。贫困人口识别的方法变迁经历过很长的时间，从最初的以收入为单一维度到2000年后逐渐兴起的多维测度。以收入为维度的测度方法的局限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判断一个家庭的生活标准取决于家庭对某种资源的掌握和运用能力，以及其他家庭对这种资源的需求程度，以收入为维度的测度方法忽视了这种现实的复杂性。

第二，以收入为维度的测度方法，其测度单元是家庭，而实际上，在一个家庭中，家庭成员因为性别、年龄、健康状况等因素对已有资源的掌握能力差别较大，因此，收入要素忽视了家庭成员的不同地位。

第三，收入测度所定的测度线隐含的逻辑在于其能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但是实际上，市场日益变化，非收入市场或者不存在，或者不完善。收入维度对于贫困个体的贫困复杂性解释力度不够，造成实际测度过程中发生冲突。当收入维度异常时，非收入的维度更能贴合实际情况。

（一）贫困测度的单一维度——收入

1.收入维度下贫困线测度的方法

传统的贫困线是从收入贫困角度进行测度的，收入贫困指缺少最低水平的、足够的收入。贫困线计量的主要方法有以下几种：

（1）标准预算法，又称为市场菜篮法。这是最早最传统的用来确定贫困线的方法，该方法首先需列出社会公认的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种类和数量，根据市场价核算出这些生活必需品的总金额，该金额就是最低生活保障线，亦即贫困线。该方法因计算简便而被广泛使用。但是由于在确定生活必需品的过程中，意见不一，因此该方法确定的贫困线通常偏低。

（2） 1天1美元法。该方法由世界银行提出，目的在于设置一条世界通用的贫困线。该方法要求各国将1天1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转换为本国货币，以便于各国比较。

（3）马丁法。该方法确定的贫困线由食品贫困线和非食品贫困线两部分组成。先结合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和贫困户的消费习惯，算出食品贫困线。然后，用回归分析法算出非食品贫困线，从而确定出最终的贫困线。该方法由于结合实际，算出的结果比较准确，但是由于收集数据的过程比较复杂，因此有一定的局限性。

（4）恩格尔系数法。恩格尔系数是指一个家庭中食品消费占生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值越大，说明该家庭的生活水平越低，反之越高。因为该方法忽略了地区的差异性，因此计算出的贫困线只能作为参考。

（5）比例法，也即比率法。该方法是将某一国家或者地区一定比例的低收入人口定义为贫困人口，但比例的确定是该方法的核心和难点。

2.收入维度测度的局限

前面所介绍的是收入贫困（贫困线）测度方法，收入贫困测度所得到的贫困人口主要是指收入过低，即个人、家庭或群体货币收入低于贫困线。从收入视角来考虑贫困问题，其包含的一个理论前提是，只有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个体、家庭或人群才无法保障自身最起码的生活标准。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贫困问题的认识逐渐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贫困不单单指收入低于既定的贫困线，而是一个多维的问题。

首先，货币收入低是在对贫困人口生活状况进行表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不能包含贫困人口生活的整体状态。这一整体状态应当包括收入外的其他内容，例如饮用水安全、身体健康状况、个人自由、人身财产安全等。

其次，货币收入这个维度本身在某些情况下又显得过于宽泛。比如，若按给定的收入贫困线标准，某些贫困线以上的人口并不在贫困之列，但由于其可能将一部分收入用于非必需品的需求从而导致该个体处于贫困人口之列。我们在对贫困进行研究时需要选择多个不同的维度，然后确定各个维度下具体的解释变量，最终通过多维贫困测度确定贫困人口。

（二）基于多维贫困测度的精准扶贫

随着各界对贫困认识的不断深化，贫困内涵也从狭义的收入贫困转向广义的人文贫困。贫困不仅仅是缺乏收入的问题，它是一种对人类发展的权利、较长寿命、拥有知识、尊严和体面生活等多方面的剥夺。贫困还包括许多非货币的维度，如健康、教育、住房及公共品的获得等。20世纪70年代开始，阿马蒂亚·森从福利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理论出发，重点对社会公正、经济不平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并在其著作《论经济不平等》中在研究不平等问题的同时开始关注贫困问题。他把发展看作是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一个过程，实质自由包括具备免受饥饿、营养不良、过早死亡等基本可行能力，也包括能够识字、享受政治参与等自由。阿马蒂亚·森指出贫困是对一种基本能力的剥夺，这种定义贫困的方法被称为能力方法，是基于基本可行能力和权利的方法。能力贫困决定了贫困的性质具有多维度，收入贫困只是一种具有工具性意义的剥夺类型，而能力贫困更接近于生活中的真实贫困。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贫困不仅仅是指贫困人口在食物方面的匮乏，那些缺乏人权及缺乏社会上那种普遍被认可的生活方式的能力的人也属于贫困人口。从此，对贫困问题的测度开始向多维发展。

自多维贫困理论被阿马蒂亚·森提出后，学术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对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对于这个问题，牛津大学国际发展系在2007年5月创立了贫困与人类发展中心（OPHI），该中心一直致力于多维贫困测度的研究。国内关于多维贫困的研究集中于近十年内：陈立中从收入、知识和健康三个维度对国内多维贫困进行了测算；近期的多维贫困研究文献大都采用了Alkire-Foster的方法，例如陈光燕从精准扶贫和多维贫困视角，分别选取了收入水平、健康条件、文化程度、工作情况、日常消费、住房条件、社会保障等13个维度，对我国西南地区农村妇女的贫困问题进行了探讨
[2]

 ；袁真应通过抽样调查获取数据，对滇西边境山区的住房、教育、医疗保障、电力、交通、饮用水、生活能源、卫生设施和信息技术这9个维度进行多维贫困测度
[3]

 ；张庆红、阿迪力·努尔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利用A-F法对农户的多维贫困程度和各维度对多维贫困的贡献度进行测算和分析，探讨致贫原因，结果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户家庭不仅在收入维度存在贫困现象，在受教育程度、健康、卫生设施、做饭燃料、安全用水等指标上也表现出较为严重的贫困状态
[4]

 ；支俊立、姚宇驰、曹晶通过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的多维贫困问题进行识别和测度，并分别以维度和省份为基础，对多维贫困进行子群分解，考察了不同维度的多维贫困发生率、贡献率和各省份的多维贫困状况。
[5]



1.居住环境

居住生活场所的建设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的基本生存活动。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中获得发展，在改造客观环境的活动过程中也改造了人类本身。由于环境条件和自身原因，贫困户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生活在老旧房屋中。大多数贫困户，不光经济、物质上贫困，在居住环境上也是脏、乱、差，人的精气神明显不足，而且他们脱贫的信心也不足，产业发展动力也成问题。在进行贫困识别的时候，首先应该关注的是家庭的居住环境，比如居住的房屋是否安全，是否处于灾害频发的地方，该地是不是和平，有没有频发的暴乱，人们是否可以把自己的思想和精力专注于安居乐业上。此外，还应考虑人们生活必需的基本设施、水电路等是否满足现有的需求。在现有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信息中，这些均已体现。

2.收入来源途径

收入来源的渠道也可以间接反映出贫困者的家庭状况，如果一个家庭主要依靠政府的保障金生活，间接说明这种类型的家庭贫困程度较深，缺乏劳动力以及学习改变生活的人，需要政府一直予以关注。如果一个家庭主要依靠外出打工来维持生计，说明家中的青壮年只需要一定的就业机会，脱贫就指日可待。如果一个家庭主要依靠务农或者农业经营来取得报酬，通过一定的产业扶贫措施或者电商扶贫措施，脱贫摘帽不是问题，但是，在遇到干旱或者洪灾时，还是需要予以关注，以免因灾返贫。总的来说，农民的收入主要有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及家庭经营收入。农民通过家庭农业生产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劳动收入，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主体。但是伴随着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绝对量的不断增长和增长幅度的下滑，家庭农业经营收入也呈现增幅急剧下滑的趋势，在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从收入的性质看，在农民纯收入中生产性纯收入占了绝对重要的地位。

3.学习机会与学习能力

在许多国家，当贫困儿童到了上学年龄时，他们在认知能力和交往能力方面存在显著的不足，健康是贫困的维度，是否健康也决定一个人的学习机会和学习能力。证据表明，如果弱势儿童继续在低质量的初级学校中学习，那么早期干预的成效就会逐渐消失。因此，已经建档立卡的贫困户，是否身心健康，是否可以接受正常的教育或者培训，在面对困境的时候，是否可以自己解决问题，这都是贫困识别和测度中的重要指标。

第二节 多维贫困下的能力建设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收入分配的不断调整，多维贫困成为中国贫困中非常突出的问题。收入贫困之外的住房、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贫困对人们的影响大于收入贫困。从这些方面看，新时期中国贫困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简要概括为：贫困的主要方面由绝对贫困变成多维贫困和众多社会排斥；收入贫困之外的其他维度的贫困发生率所占比例不断提高；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共存的状况取代了过去以农村贫困为主的状态。


一、能力建设的内涵


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反对仅仅以GDP或人均GDP的增长来衡量发展的狭隘观点，并将发展范式重心由经济增长转变为拓展人们的能力。经济的发展包含着拓展人们的能力，以及提高人们的预期寿命、文化水平、健康及教育水平。人类潜能的开发是经济增长的终极目标，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成功应该根据其日益增长的识字率、预期寿命来评价，而不是收入水平的增长。阿马蒂亚·森认为，在经济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因素。第一是基本能力和生活质量以及不被剥夺的重要性；第二是伴随着人们权利和自由的拓展使人们享有他们所期望的生活。根据阿马蒂亚·森的观点，过一个相当好的生活，有三点是基本的：健康、教育、资源占有。能力建设，是针对人力资源开发能力的建设，是采取有效措施把人力资源转换和提升为一种能力的建设。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逐步由依靠传统的资本、劳动力等基础性生产要素投入为主向以知识、信息、技术、专门化的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为主转变。以人为本的关键是人的能力。加强贫困地区的群众能力建设对目前我国减贫目标的实现意义重大。首先，目前我国农村人口比重大，贫困人口多，要迎接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必须全面提高贫困者的素质。其次，目前我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为此必须要努力把人口大国变为人才大国。


二、能力建设的途径


贫困人口的能力建设需要多方共同努力。就个人层面而言，最主要是通过教育的途径（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如义务教育、职业教育以及岗位培训，来提高贫困个体的综合素质、就业能力，从而使贫困家庭有了创造财富的基础，获得稳定、可持续的经济来源。就企业层面而言，要提升其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从而能持续稳定地吸纳规模就业。尤其在特色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健全产业链，以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范围经济等提升产业竞争力，整合区域内部资源，积极对接外部市场，融入全国甚至全球经济大循环。就贫困地区层面而言，要提升当地形象，增强本地居民对当地的认同感，重视经济社会发展极其重要的各类生产要素，为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壮大提供初始的市场基础。


三、能力建设的意义


贫困地区的人们长期被禁锢在土地上，以土地为生存基础和保障。固守土地，从事农业耕作劳动，对劳动力文化水平、身体素质等要求相对较低，这是造成人口素质低下的制度基础。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的差别很大程度也源于健康和教育的差别，目前的贫困人口最典型的特征为体弱多病、文盲半文盲，或者身强体壮但缺乏生存技能。能力建设是一个人运用所学的知识、技能，获取社会资源、利用社会资源，实现自身价值的能力。能力建设能够使贫困人口恢复失去或被剥夺的基本能力，使其与社会其他成员一样，能够获得受教育机会、生计资源、社会参与机会和良好的健康状况。因此，能力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其理解和更好地实践各项扶贫政策，还可以使其在再次陷入贫困时更好地应对。因此，做好智力建设和农村资源的对接堪称内源式扶贫的关键一步，只有增强农民的自身内援增收能力，才能从根本上防止返贫的发生。
[6]



第三节 未来精准扶贫政策展望

在新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社会的进步日新月异，而中国的减贫工作在未来发展的大形势之下，也会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挑战之一在于贫困群体的转型变化，以及贫困群体致贫原因的改变。在我国剩下的贫困人口当中，大多数贫困人口都集中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并且在这些地区之中，贫困人口患病率高且老龄化趋势严重，这些无疑都加大了减贫工作的难度。挑战之二在于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财政支持力度紧缩，新增就业机会减少，这也使得未来的减贫工作变得不容乐观。挑战之三即我国要在2020年完成“消除现行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的目标，这就意味着每年需要减少一千多万的贫困人口，完成这个任务是相当艰巨的。

在新形势带来的挑战之下，政府及社会各界都需要在减贫工作上倾注更多的心力，将目光聚焦在改革和创新之上，才能使减贫工作不断地进步。政府需要优化自己的管理结构和工作效率，制定灵活创新的战略计划，在扶贫助贫方面实现政府与民间的精准对接，使工作效率最大化。除此之外，在林林总总的工作方案之中，应该甄选出最适宜的政策措施，支持小、微型企业的发展，让这些企业能够为劳动人口（包括低收入人群在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外，还需要“继续完善农村大病、重病救助政策体系及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等社会支持和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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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需要科学发展，与时俱进，让精准扶贫与现今发展迅猛的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获取更多优质资源，开发其更大的可能性。


一、共享发展与精准扶贫相互推进


共享发展与精准扶贫的相互推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要求。实现贫困人口人人共享发展成果的必然选择是精准扶贫，精准扶贫的价值追求是共享发展。
[8]

 因此，需要牢牢把握住共享发展与精准扶贫的内涵，并以此为切入点，努力建构二者的联系，使双方能够相互契合发展，由此建立一个健康完善的内核体系，并以系统耦合理论将共享发展与精准扶贫整合在统一的战略框架内，使二者相互推进，进一步推动扶贫工作的进行。比如说农业产业化，要使产业合作社、基地与贫困农户形成利益共享模式，企业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建设种植基地和农业培训机构，同时承担农产品的市场回收责任，形成一条健全的产业链，从而带动企业周边农户发展壮大，不断丰富高质劳动力。企业与农户各尽所能，共同发展，从而让更多的农户脱贫致富，并更好地推动地区的发展。


二、多元扶贫主体的合作共治


在精准扶贫领域内，并没有一个完美的扶贫主体，能够有充裕的知识储备和完善的资源圈子去应对一切问题，故而彼此之间的依靠极为重要。要想实现精准扶贫绩效的最大化，就需要各方形成一种亲密合作的伙伴关系。这就需要政府减少对精准扶贫的强制性政治行为导入，使扶贫主体和扶贫手段走向多元化，使其作为一种社会活动，内嵌于贫困区域社会联系网络中，避免成为一种单纯提高经济收入的行动。当前很多学术成果都涉及精准扶贫并为精准扶贫多元主体的有效合作奠定了基础，这些理论如社会嵌入理论、治理理论、激励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信息表达理论等，都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日后的发展中，学界还可以进行很多方面的研究，诸如以共享发展为目标，并在其引导之下，整合各行动主体的利益需求，并建立各扶贫行动主体的通话平台，形成一种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扶贫合作关系，比如在反贫困的治理中更深层次地嵌入各行动主体的社会合作，再比如激励不同质的各扶贫行动主体，引导不同的利益需求，并将这些需求与贫困对象的利益需求相对接，激发贫困对象的自我潜能，让其摆脱被边缘的社会地位，重拾他们的信心，让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到扶贫决策中来。


三、将返贫防控机制纳入精准扶贫机制的研究中


“返贫是指贫困人口在脱贫之后又重新陷入贫困的现象。……返贫是一个世界性、各国都在长期致力解决的普遍难题。”
[9]

 返贫的发生涉及很多因素，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疗等等，这些因素在其中相互交织，形成了一个因果关系的交互机制，这种交互机制同时也导向出了返贫的结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脱贫成效的可持续性正在于打破返贫的因果关系循环网。


四、完善贫困人口受益机制


第一，在产业发展方面，加强对贫困地区农业经营主体的建设，使这些经营主体能够有效地带动贫困人口，并能够完整地组织贫困群体。然后将这些贫困户有秩序地纳入现代产业链中，使贫困户的利益联结机制得到强化，并在市场、技术、资金等方面给予贫困户支持。经济新常态的重要指标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的转型升级为产业精准扶贫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对于精准扶贫工作而言，抓住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机遇、实现后发优势刻不容缓，而贫困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更需要依托产业创新。

第二，政策制度对于生态环境的保护是新时期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不可忽视的出路。因此精准扶贫需要利用自然资源资产化等制度进行改革创新，使生态产品不断朝着创新多元的方向发展，同时结合必需的市场化机制，有效推进具有生态资源优势的贫困地区发展。另外，还可以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固定生态资源进行资本和股权转化，使农村的生态资源与经济联结起来，这样既开发了生态资源，又为贫困户打开了一条增收的通道。

第三，易地扶贫搬迁涉及贫困户生产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涉及城镇化、贫困户转移就业、土地、住房等政策方面的支持等复杂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工作需要建立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之上实施精准搬迁，对移民迁入地进行重塑，需要兼顾经济、政治、社会空间等多个维度。

第四，教育扶贫能够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贫困的根源是复合系统与其环境相互作用、协同进化的过程。各种因素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网络，其中存在众多的反馈回路。区域性贫困陷阱就是各反馈回路相互耦合形成的网络系统，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使贫困成为区域的持久状态。”
[10]

 中国已经形成了系统化的教育扶贫体系，但是在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当前教育扶贫的短板依然存在，国家还需要投入相应的支持，适当考虑将高中教育同时纳入义务教育的政策支持体系之下。另外，需要更加精准地针对贫困户就业和生产发展进行技能培训，以此来加强能力导向，解决当前存在的形式化学习问题。

第五，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需要扩展补贴范围，消减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加大福利优惠措施，最大程度地减轻民众的个人负担。同时，在医疗保健方面，不断推进技术进步，加强医疗保险及救助等措施的建设和完善。对于农村地区劳动能力较弱、依靠自身难以发展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必须实现低保“兜底”全覆盖。尽早形成精准扶贫与社会保障制度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对实现扶贫工作的转型大有裨益。


五、与互联网技术的结合


网络技术发展迅猛，日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与思想观念，是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精准扶贫只有与现在发展如火如荼的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才能够获得更大的发展。首先，大数据的信息集成和处理逐渐发展成为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基础性战略资源，互联网技术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资源，缩小城乡之间的信息差距，带动城乡生产，使产业发展更有针对性和前瞻性。其次，互联网技术能够迅速将产业市场化，促进贫困地区的资金流动，在数字经济的高效模式之下，可以将现今发展性极强的AI技术应用进来，极大程度上提高企业效率，使生产智能化，这些都能够对精准扶贫工作产生深远影响。最后，互联网技术能够有效促进教育公平，可以通过购置相关的网络硬件设备，开展远程教育，使贫困地区教育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让贫困地区儿童接受与外界同样的优质教育资源。教育与精准扶贫工作一同进步，从而更好地促进地区产业的发展。

第四节 结束语

扶贫开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标约束下，未来的扶贫开发需要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以推进精准扶贫。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当前中国的扶贫脱贫工作成为影响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而根除贫困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证那些脱离贫困但是其收入水平徘徊在贫困线附近的农户不再陷入贫困。产业扶贫方面，农牧业生产受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较大，因而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农户在经济上是极为脆弱的，一场天灾就会导致这些农户再次陷入贫困，购买农牧业生产保险就成为2020年脱贫农户不再陷入贫困的重要保障措施。金融扶贫方面，农村金融行业应该不断进行改革创新，积极推行普惠金融，政府、金融机构以及农民自身这三方要共同努力，促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早日实现。教育扶贫方面，在之后的精准教育扶贫工作中，要重点发展贫困地区的网络教育，通过共享师资，缩小地域差异带来的不平等。电商扶贫在思维转变、基础设施、力量协调等方面还需要提升。同时，加快开放扶贫大数据，使其与平台数据、行业相关数据对接，形成更加精准的数据体系，以服务于电商扶贫。旅游扶贫方面，随着国家对旅游扶贫认识的不断深入和资金的不断投入，贫困地区的文化旅游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农村各类工业消费品垃圾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集中科学处理农村工业消费品垃圾，将有助于美丽乡村的建设。易地搬迁方面，最重要的还是解决贫困户在搬迁之后的经济来源以及文化传承问题。到2020年完成农村人口全部脱贫的预期任务之后，并不表示贫困问题就消失了，贫困问题一直存在，只是区别于之前的绝对贫困，2020年后的贫困是相对贫困并且贫困的各方面都会发生变化。未来应该针对新的贫困发生机制，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战略。同时，区域之间、国家之间要加强沟通，建立减贫合作，以便联合展开减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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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导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几十年的快速经济增长，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但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伴随着外贸的急剧下滑及随之而来的投资下滑，我国经济明显放缓了增长速度。尽管在我国迅速出台的一揽子计划的刺激下，2009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很快触底反弹。然而，2009年3月，我国经济迅速回升的主要特征为国有重化工业引领经济复苏，以及房地产价格暴涨带来资产价格泡沫化。这样，随着刺激计划的逐步推出，我国经济在2010年年底又陷入下行之中。如何解释2011年以来的经济下行，经济学界的看法有很大争议。我们认为，本轮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回落的主导因素不是传统总需求不足，而是潜在增速回落；不是传统周期性波动，而是结构性、趋势性下滑。

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因为以下5个原因：一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二是由全面对外开放与融入全球化进程所产生的全球化红利；三是由传统工业化驱动所产生的工业化红利；四是由大规模廉价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五是高储蓄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及内部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支撑我国高速增长的各因素已发生衰减或变异：未来市场化进一步改革的红利将逐渐递减；受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外部调整不平衡、全球经济增速深度下滑和复苏不确定、中国出口产品集中度不断上升所逐步界定的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退税政策难有提升空间、劳动和资源成本上升和汇率升值的压力，以及逆周期的贸易政策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未来出口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难以维持和提升。受环境、资源约束等条件的影响，当前我国工业化过程已达到历史和国际的高位，传统工业化的路子越走越窄；人口红利逐渐衰竭，未来储蓄率将逐步降低，中国较长时期内依靠人口红利和高储蓄率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状况将出现变化。随着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传统要素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衰变，中国逐渐告别高速增长时期，从此进入“次高速增长”时期，也就是说，中国经济的中长期走势将呈现“L”形走势。从现象角度来说，我们把主要由结构性因素导致的潜在增长率下降所引发的经济下行称为经济新常态。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第一次提及“新常态”，他指出，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伴随着增长要素的变异，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其显著特征为，主导我国经济下滑的核心原因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特别是在本次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就业状况良好，物价比较稳定，服务业呈现良好发展态势，经济结构出现转型契机。尽管国外有些学者在唱空中国经济，但事实上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要素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如新人口红利、新制度红利、新全球化红利等；同时消费率的提升、城镇化进程、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创新能力的提升等新增长要素开始发挥作用。尽管上述新增长要素足以支撑我国未来中长期经济增长，但对这些新增长要素的培育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市场取向的改革来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将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处于“风险的集中释放期”、“增速换挡的拐点期”以及“破与立转换的调整期”。这就需要从速度、结构和动力上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及宏观经济政策，即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服务业发展及创新驱动。这一发展战略及政策转型的内核就是要全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着力减少无效供给；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等途径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与效率，着力增加有效供给；同时补短板，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增加有效制度供给。

本书将聚焦于经济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增长这一主题，由12章组成，各章主要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与结构调整：基于三个维度的测算”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在新常态下运行和发展的中国经济具有很多未曾出现的发展特点，如何衡量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现阶段学术界还缺乏较强的共识。本章采用产业调整、民生改善、环境保护三个一级指标及多个二级指标，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章在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换和经济增长效果进行测算和评估的基础上，认识到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虽然存在各种挑战，但发展成效显著，前景值得期待。

第二章“新常态下的金融发展与创新：经验证据”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创新，这已经成为事关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国家重大改革战略的重要研究命题。本章在选用研发投入、专利存量与专利质量三种衡量创新的代理指标的基础上，全景式地检验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及金融业市场化程度这三个方面对创新的作用。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金融发展规模扩张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存量和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促进效应，但对发明专利质量和实用新型专利质量造成了抑制效应；金融发展效率的提升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以及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存量与质量并未产生显著作用，只对外观设计专利存量带来促进效应；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存量与质量均产生抑制效应，特别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存量与质量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些结果说明，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并未对创新形成有效的支撑和激励，相反，金融业市场化对创新起到了阻碍作用，由此为中国对金融体系实施全面改革的必要性及今后可能的改革方向，提供了必要的政策参考依据。

第三章“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与就业转换的三阶段论”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通过减税、收缩银根、放松市场准入、减少行政干预等手段来提高供给效率。鉴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在改革初期，源于行政机制对传统产业的保护、制度红利对新兴产业孕育期的刺激，就业可能会迅猛增长。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市场淘汰机制逐渐发力，传统产业加速退出，而新兴产业中的新建企业又迎来生存的考验期，此时失业风险才会暴露出来。只有当新兴产业真正崛起后，就业才会迎来向上的拐点。基于中国及美国、英国、德国等国的经验数据，第三章大致验证了上述判断。第三章提醒我们，供给侧改革可能会面临很大的挑战，特别是在中期阶段，中国就业可能迎来阵痛期的考验。对此，我们要做好相应的准备。

第四章“新常态下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建议”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运用最新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27%以上。这一比例与世界上不均等程度最高的拉美地区类似。对于低收入、低学历的人群来说，机会不均等程度更高。在定量测量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基础上，本章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验证了三个假设：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以及家庭背景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这三种渠道都是造成我国机会不均等的重要因素。鉴于此，本章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包括通过立法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促进公共教育资源的均等化、通过反腐败等手段规范高收入部门的用人机制，以及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消除环境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等。

第五章“新常态下户籍制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户改思路”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总结了户籍制度在中国当前可能的影响，并使用最新微观数据和科学方法验证了户籍制度改革（简称户改）对收入、消费、消费率以及身份认知的影响。本章发现，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村家庭相比于没有获得城市户籍的农村家庭显著地提高了收入、消费，但降低了消费率。户籍带来的身份效应影响农民工对自身当前和未来社会地位的评价。由于当前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采用了从小城镇到大城市逐步收紧的方式，而流动人口在大城市分布最多、占比最大，因此当前的户籍制度改革是避重就轻且效果不明显的。本章建议应该尽快放开大城市户籍限制，以实现更大的经济社会效应。

第六章“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型与预期管理”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中国也正面临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逐渐失效的困境，货币政策将以“价”为方向进行重构已成必然趋势。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中，预期管理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这意味着加强预期管理是中国货币政策失效困境下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中国可以采取的加强预期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进一步减少并明确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这有利于形成理性和稳定的预期。二是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与市场的沟通，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增加市场在形成预期时可获得的信息。三是加强央行的研究能力。

第七章“新常态下中国创新财税激励政策的特征与绩效”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从研发（R&；D）补贴、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以及专利申请补贴这三项主要的财税激励政策出发，对这些政策的基本特征、实施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本章具体选取专利授权率、发明专利占专利总数比重（简称发明专利占比）和专利存续率来度量专利质量，并考察了专利申请补贴政策对专利质量的影响。从计量结果来看，专利申请补贴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意愿，而且引导企业更多地参与发明专利的申请。但是，该项补贴政策并没有提高专利授权率，也没有显著影响授权专利中的发明专利占比和专利存续率。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补贴虽然总体上效果显著，但在激励对象的选择上缺乏效率；数量主导的专利激励政策在带来专利数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对专利质量的影响总体来看并不显著。

第八章“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通过手工收集1994—2012年中国各省份纪检监察部门信访执纪数据，并分别以纪检监察机关的万人信访数和举报查处率来度量各地的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以此数据为基础，本章发现：（1）自1998年以来，中国的腐败规模总体呈下降趋势；（2）中国整体的举报查处率保持在10%~13%，并不存在所谓的“周期性”或“选择性”问题；（3）腐败会严重损害各地的经济增长率；（4）提高反腐努力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抑制腐败；（5）中国政府的反腐行动不仅没有阻碍地方经济发展，而且促进了人均投资增长率。这说明腐败并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帮助之手”，中国仍须持续加大反腐力度。

第九章“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创新的视角”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强烈反腐败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讨论了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寻求政治关联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是企业发展的两个互为替代的手段。反腐败增加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相对成本，进而显著提高了企业创新激励。在反腐败政策出台后，政治关联企业的研发支出显著增加，反腐败促进了企业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随着企业性质不同而变化。对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只能促进企业高管有从政经历的国有企业的创新；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对企业创新具有更强的正影响。同时，反腐败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也具有省级层面异质性，反腐败越强的省份，有政治关联企业的创新水平增加越大。

第十章“房地产阻碍了中国创新吗?——基于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的解释”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本章从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角度来理解房地产是不是阻碍中国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这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而言无疑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研究命题。本章使用中国的省级层面面板数据，利用各省份人均建设用地出让面积作为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工具变量，在有效控制内生性可能导致的模型估计偏误之后具有以下主要发现。首先，在房地产投资增长越快的省份中，创新研发投入和发明专利授权量的增长率越低，中国情景下房地产对创新活动造成的直接阻碍作用越大。而且，在中国工业部门中，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得更为突出。其次，在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的情形下，中国金融体系通过对房地产贷款期限结构的偏向效应，对中国的创新活动形成了进一步的抑制效应。中国金融体系通过房地产贷款期限结构的这种偏向效应，也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更为突出的抑制效应。本章既验证了中国情景下房地产部门投资增长→地区创新活动的直接效应的存在，也验证了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增长→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地区创新活动的间接效应的存在。本章的经验发现为如何在合理发展房地产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间寻找可行的政策平衡点乃至改革突破点，提供了有益的改革参考依据。

第十一章“再平衡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传导机制”的主要研究内容是：全球失衡的实质性调整以及国际市场上替代效应的逐步消失，推动了我国国内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一方面，这使得我国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差异明显缩小，由此导致对贸易余额和贸易总额的依赖性下降。另一方面，我国对进口的依赖性更加倾向于满足国内的生活投入需求，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更加倾向于国外的生产投入需求。我国虽然还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在生产投入和最终市场两个方面对国外具有很高的依赖性，但是近年来我国已经显示出较为积极的动态变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开始不断向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上游环节移动，提供中间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我国为全球生产价值链提供最终需求市场的能力也不断增强。这意味着我国对全球生产价值链的控制能力开始上升。

第十二章“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主要研究内容是：深入参与全球价值链（GVC）和频繁遭遇贸易壁垒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重要特征，本章旨在以中国遭遇反倾销为例，定量考察贸易壁垒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作用。在考察期内，中国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并非持续增长，而是呈现出不断波动的状态；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先升后降；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增幅较小；三种增加值率的变化率具有相似的演进趋势。计量结果稳健地表明，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措施显著抑制了中国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进程。无论是反倾销的发起，还是案件的肯定性裁定，都使三种增加值率的增速放缓。在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涉案企业要积极应对，争取获得对自身有利的裁定结果。中国企业未来需要主动进行技术升级、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源头上抑制反倾销的发生。政府需要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正确的引导和适度的扶植，既能保证其发展壮大，又避免其过度膨胀并在国际市场上引起恶性竞争。

本书作为教育部201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子项目“认识、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研究”的成果之一，由我与周业安教授共同负责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框架及体系结构的设计，并组织课题组开展研究。本书各章的执笔人如下：导论：杨瑞龙；第一章：时文东；第二章：张杰；第三章：丁守海、沈煜、胡云；第四章：宋扬；第五章：孙文凯；第六章：周璇；第七章：刘小鲁、李晶晶；第八章：杨其静、蔡正喆；第九章：党力、杨瑞龙、杨继东；第十章：张杰、杨连星、新夫；第十一章：于春海；第十二章：王孝松。初稿完成后，由我负责编纂与统稿。

尽管2017年第一季度的数据表明中国经济正在逐步走出低谷，但从总体上看，我国仍处于经济新常态。探索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关注的研究课题，我们的研究仅仅是开始，所奉献的成果只是我们的初步研究成果，希望得到同仁们的批评指正，以使我们今后的研究能更上一个台阶。

杨瑞龙

2019年4月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


第一章 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方式转换与结构调整：基于三个维度的测算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保持高水平的增长速度。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3650.20亿元。198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9039.90亿元，为197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47.7%。198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000亿元，到1991年则超过20000亿元。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10270.40亿元。此后，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依然保持较高水平，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世界前列，如图1-1所示。

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产业结构、可支配资源水平等均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同时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越发明显。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高风险抵押贷款出现的严重问题很快引发了“华尔街风暴”，最终蔓延成全球范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全球市场因此长期处于“经济严冬”的威胁中，我国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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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1995—2015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其增长率变化情况



为稳定国内经济运行态势，从2008年9月起，我国及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果断采取了更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并适度放宽了货币政策，同时出台并积极推动了一揽子计划。尤其是从2008年9月到2009年2月，我国实施了一系列应对经济危机的财政政策，其作用力度之大，出台频率之快，远远超出1997年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2009年，我国财政支出达到76299.93亿元，国内生产总值提高幅度保持在9.1%的水平。2010年，我国财政支出达到89874.16亿元，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08903亿元，其增长率达到10.3%。也是在这一年，我国经济总量赶11超24%%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自2011年起，我国财政支出始1终0%保持在10万亿元的水平以上，并持续保持高速增长，2015年更8是%达到17.6万亿元。在我国财政支出继续扩大的同时，我国国内6生%产总值增长率则有所回调，从10%逐渐回落至7%上下。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世界经济仍未摆脱经济危机带来的深远影响，产业复苏较为缓慢，经济转型势在必行，高端制造业呈现向发达国家回归的迹象，劳动密集型产业继续向发展中国家不断转移，这些都导致新兴国家快速发展面临不少新困难，世界经济处于阵痛中的调整期。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恢复到经济危机之前的状态，而是进入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新常态。首先，新常态的出现体现在经济发展对各类要素的需要与现阶段可支配资源的紧缺之间出现了矛盾，产业结构需要得到优化和调整。其次，尽管我国市场的经济格局整体保持稳定，但原有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支撑10%以上的经济增速，需要尽快寻找新的增长机遇和增长点。最后，对于已经实施的各类经济政策，市场消化情况值得期待，政策的有效程度需要得到充分评估。


二、三个维度的测算

在这样一个经济亟须转型、形势不甚明朗的时期内，如何衡量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学术界缺乏一致性观点。究其原因，在于衡量转型的效应非常困难。本着较为全面衡量经济增长模式转变和经济增长效果，兼顾分析经济增长客观条件这一原则，本章采用产业调整、民生改善、环境保护等一级指标及多个二级指标，构建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发展方式转换和经济结构调整进行测算。表1-1展示了本章所采用的各类一级指标和对应的二级指标。


表1-1 我国发展方式转换和经济结构调整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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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调整

如前所述，经济发展的要求与可支配资源的紧缺之间出现了冲突，产业结构亟须优化，层次需要提高。新常态的出现，正是我国的产业结构从低级向高级，从粗放向精细，从劳动密集向资本密集、技术密集转型和发展的一大契机。在这个过程中，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及技术密集型转换，由制造初级产品占优势向制造中间产品、最终产品占主导转换。一些落后产业将不得不转型，一些落后产能将被淘汰，而对于符合新时期发展特色和方向的产业，新常态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将成为它们新的发展平台和机遇。本章将一级指标产业调整具体分为以下二级指标：第三产业新增劳动人口数、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占比、出口最终产品额占出口总额比例、对外依存度、铁路/公路密度，从而更好考察我国经济发展对产业依赖情况的转变，并测算产业调整的具体幅度。

第三产业新增劳动人口数：国际上的发展经历表明，在国家由中低收入水平逐渐向中上收入水平转变的时期，通常伴随着第三产业的蓬勃快速发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贡献，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国家的工业化扩张程度和城市化的发达程度。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也是我国新时期下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水平升级的重要内容。

本章通过对我国第三产业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和增长量进行衡量，说明我国经济对第三产业的依赖程度的变化情况，从而考察产业结构是否进行了相应调整，如图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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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1995—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劳动人口数变化情况



2014年，我国第三产业劳动人口数占全部劳动人口数的40.6%，该比值首次达到40%以上。同时，近几年来，我国第三产业劳动人口数的增长保持在1500万人的高水平以上，再结合各层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占比，我们可以认为第三产业发展正在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已经逐渐依赖于现代化服务业的发展和升级，向着新的发展常态阔步前行。

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占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在我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快速扩张和发展，使得我国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或学位的人口迅速增加，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也随之增长。科技人力资源指实际从事或有潜力从事系统性科学和技术知识的生产、发展、传播和应用活动的人力资源。科技人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被认为是影响国家发展前景的、最重要的战略资源。科技人力资源的数量多少和质量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现阶段综合国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

本章收集和整理了近20年来我国各个时期的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其中较高学历层级的科技人力资源数量，结合历年总人口保有量数量计算得到每万人中科技人力资源数量。这一指标可以有效反映当前我国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集中程度，进一步考察我国产业结构是否有利于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如图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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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00—2014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情况



不难发现，一方面，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一直保持稳定增长态势，而且速度逐年加快，年均增速接近10%。在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逐年快速增长的同时，本科以上学历科技人力资源数量也具有较明显的增长幅度，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的国家，在国际上保持着科技人力资源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结合历年总人口数量指标后计算出的每万人中科技人力资源数量也不断提升，近几年来中国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逐渐出现减弱的趋势。然而随着科技人力资源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进入科技人力资源的红利期，这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具有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趋势发展的条件，在未来若干时间中将成为新的优势所在。

结合第三产业的发展情况，一般分析认为，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传统第三产业，如商业、旅游业、酒店业等的产出比重逐步下降，运输和仓储业、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产业服务业等的产出比重会呈现上升趋势。当人均收入上升到较高水平之后，通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和产业服务业的产出比重继续上升。这种结构优化和变迁，大大促进了第三产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带来了第三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这种发展趋势表明，在第三产业内部，存在着劳动者质量的不断提高和发展。第三产业对从业者的素质需求逐渐从优异的劳动技能向优秀的智力技能转化，这与我国科技人力资源优势逐渐凸显相呼应，也说明了我国发展第三产业具有非常好的人力资源条件。

出口最终产品额占出口总额比例：这一指标通过计算出口最终产品额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主要衡量制造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和发展层次。一般认为，发达国家以出口最终产品为主，发展中国家受制造技术和工艺水平的限制，通常出口的初级产品比例很大。

图1-4较清晰地展示了1995—2014年我国出口最终产品额及其占出口总额比例的变化情况，近年我国出口最终产品额占出口总额比例保持在90%以上，表明我国制造业对出口的贡献占绝对优势。这一指标的逐年上涨，反映了我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展现的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不少学者也认同，现阶段中国逐渐在少数高技术行业获得显示性比较优势，甚至在部分行业中占据绝对优势。同时需要关注和反思的是，发达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具有显示性比较优势的行业多为中、高技术行业，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行业相对较少。这意味着在高端制造业上，我国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在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的发展道路上，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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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1995—2014年我国出口最终产品额及其占出口总额比例的变化情况



对外依存度：这一指标衡量了我国对外贸易规模及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总额实现稳步增长，对外依存度也逐渐增大，经济增长愈发需要依靠大量进出口增长带动，如图1-5所示。然而随着2008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增速明显放缓，我国很多原有对外贸易优势不复存在，单纯依靠对外贸易实现的增长幅度已经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增长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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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1995—2014年我国对外依存度变化情况



统计结果反映了我国对外贸易呈现整体稳定微增的态势，同时对外依存度在近几年持续下降。随着扩大内需思维的转变，近几年来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有回落趋势，经济增长更多来自国内生产、消费和投资，不少企业也逐渐摆脱了单纯依靠进出口贸易为生的生存模式，转而通过产品升级换代、拓宽市场渠道等方式，积极开发国内市场潜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铁路/公路密度：铁路和公路作为我国现阶段主要交通运输手段，在经济建设和推动各项事业发展方面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我国的国土、人口、资源分布和产业布局等特点，未来我国交通运输会选择优先发展铁路、促进铁路与公路协调发展的战略模式。我国既要摆脱对公路运输过于依赖的发展束缚，也不能因强调铁路发展而削弱其他运输方式的发展。本章研究了1995—2014年我国公路、铁路建成里程，由“公路里程数/土地面积”“铁路里程数/土地面积”分别计算得到我国的公路密度、铁路密度，主要考察我国基础运输的完善程度，进而探究交通基本条件的变化情况，如图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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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1995—2014年我国公路密度、铁路密度变化情况



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始终不断加强完善公路和铁路建设，公路密度和铁路密度屡创新高。自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大力发展公共交通运输事业，2014年全国公路总里程达到446.39万公里，其中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1.19万公里，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2015年，我国加快推进了“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实施。其中，“一带一路”建设强调加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完善海上运输网络和推进国际运输便利化，对于加强东西方向交通建设，促进我国内部省份之间和国家之间的交通运输具有重大推动作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交通一体化建设，将重点建设“三区”，即我国全面深化交通运输改革的试验区、区域交通一体化的示范区和交通运输现代化的先行区；长江经济带发展将以长江“黄金水道”的建设为主轴，发挥好交通运输对打造内河经济带的支撑作用。它们的实施对我国进一步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建构多元化交通网络平台具有重大意义。

铁路建设近几年呈现稳定增长态势，高速铁路的快速扩张使得很多地区具备从未有过的交通运输便利条件，为生产、物流、运输、销售、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公共交通建设作为以投资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将为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稳定增长提供助力。

从上述二级指标的测度中，我们可以认为，中国正处于经济新常态下的经济调整当中。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但在世界范围来看仍属于较高水平，同时在“走出去”的整体布局和日渐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中，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将不再是空谈。在新的发展要求和模式中，国家将更加强调经济增长质量和增长效率，这就需要产业结构以调整存量、做优增量为目标进行深度调整，更好地平衡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推动经济在中、高速稳定增长中实现经济结构的进一步显著调整。

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使得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模式都必须发生改变，更多经济增长动力将由国内的投资、消费承担。这种形式也要求我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促进经济发展质量更上新台阶，通过质量效率的提升支撑经济的转型升级。同时第三产业展现出较好发展态势，市场潜力巨大，发展空间广阔，伴随着第三产业的升级和内部结构调整，这可能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二）民生改善

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一方面，我国在经济建设和综合国力提升等方面成就巨大，举世瞩目；另一方面，社会贫富差距增大，权利与公平问题凸显，我国生态环境遭到较严重破坏，资源开发过度导致未来可开发利用资源总量迅速减少。这一切都成为我国社会进一步稳定健康发展、尽早实现全面小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阻碍。从长远来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需要，而民生改善正是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将民生改善纳入我国发展方式转换和经济结构调整评价指标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民生涵盖范围较广，此处主要采用以下几类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相对密切的指标，即居民家庭主要耐用商品保有量、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人均旅游出行次数。

居民家庭主要耐用商品保有量：该指标反映的是居民大宗耐用商品的消费情况。这里使用我国农村每百户家庭的典型耐用消费品，如彩色电视机和空调保有量，作为衡量指标，如图1-7所示。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彩色电视机属于基本娱乐设备，其保有量反映了农村家庭的基本生活水平。空调属于为追求较高生活品质使用的电器，其保有量反映了更高层次的生活消费水平。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农村每百户家庭的彩色电视机保有量在近年逐渐趋于稳定，平均每一户有一台电视机，可以满足基本生活娱乐需要，基本生活耐用品普及程度较理想。我国农村每百户家庭的空调保有量则呈现快速普及发展的特点，这表明在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格局下，农村生活品质在稳步提高，一些原本少数人消费的中、高端消费品正逐渐走入农村家庭，这反映了我国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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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1995—2012年我国农村每百户家庭的彩色电视机和空调保有量变化情况



对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测度使用了我国城镇每百户家庭的照相机和家用汽车保有量作为衡量指标，如图1-8所示。作为非必需生活用品，这两种商品的保有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在解决基本生活问题后中国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情况。照相机由于涉及更新换代问题，而且其替代品近年来发展迅猛，基本稳定在每户0.5台的水平。与此同时，我国城镇每百户家庭的家用汽车保有量实现了快速发展和提高，2000年，我国城镇每百户家庭拥有汽车0.5台，而这一数字在2014年增长至21.5台，增长了约40倍。家用汽车的普及，一方面和我国汽车工业迅猛发展及道路条件快速改善相关，另一方面反映了民众可支配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消费意愿逐渐增强体现在民众逐渐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品质上，因此民生改善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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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1995—2012年我国城镇每百户家庭的照相机和家用汽车保有量变化情况



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无论是社会生产还是20个人生活，人类对能源的消耗从未停止，能源消耗量水平也是衡量15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本书研究了2000—2013年我国10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变化情况，其中包括化石能源（煤炭）和清洁能源（电力、天然气）的消耗水平，如图1-9和图1-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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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2000—2013年我国人均生活能源和煤炭消费量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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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2000—2013年我国人均生活电力和天U然气25消U费量变化情况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逐年稳定增长，反映了我国社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不断增长的同时，以煤炭为代表的传统化石能源消费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这表明近几年传统化石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逐渐下降，有利于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对于实现可持续的长期稳定增长意义重大。

在新能源技术大规模应用前，不少专家都预测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中国都将更多依靠电力和天然气来满足生产和生活能源的消费需要，这两项人均消费指标的变化情况说明中国清洁能源消费增长幅度较大，也表明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渐稳步提高。

人均旅游出行次数：旅行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生活需要，被认为是较高生活水平的重要体现，1995—2014年我国人均旅游出行次数变化情况如图1-11所示。我国经济建设推动民生改善，这一点在人均旅游出行次数上体现得十分显著。2014年，我国因私出国（境）次数达到11002.91万人次，国内旅游出行次数达到361100万人次。旅游行业的发展十分迅速，火热的市场背后和日渐增长的人民生活水平密不可分。旅游业务的发展也加快了各层次产业的协同发展，尤其是给第三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很大的利好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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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1995—2014年我国人均旅游出行次数变化情况



民生改善部分采用的3个二级指标，从耐用品消费情况、生产和生活资源使用情况，以及旅游出行次数等多个角度衡量我国经济发展给人民生活水平带来的积极影响。从结果来看，无论是从投入方面的建设费用增长，还是从产出方面的基本生活要素消费以及高层次生活用品和服务消费来看，我国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均体现出了稳定的提高。但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差别较大，实现全面共同富裕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要想缩小城乡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我国仍需要重点和妥善解决重大社会问题。

（三）环境保护

绿色经济是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根据市场导向、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式。绿色经济实际上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的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经济发展状态。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传统产业，已经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环境保护应该作为经济转型的前提。衡量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综合评价经济发展带来的良性影响和不良影响势在必行。因此，本章将一级指标环境保护具体划分为城镇人均绿地面积、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和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

城镇人均绿地面积：《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要求，到2005年，全国城市规划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8平方米以上；到2010年，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0平方米以上。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城镇的生态人均水平，以及我国环境保护力度的基本状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简称国家统计局）和2001—2014年《中国国土绿化状况公报》的资料，本书选取了城市绿地面积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两个指标进行测度，如图1-12所示。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年来，通常使用人均公共绿地面积来测度城市人均绿地生态资源占有量，这一数据将更加客观地反映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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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2000—2014年我国城市绿地面积和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变化情况



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城市化进程带来了城市绿地面积的快速扩张；与此同时，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也有一定增长。据统计，2015年，我国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3.16平方米，实现稳定增长。与此同时，我国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近两年增长较为缓慢，这可能与城市工业、住房用地需要大量增长导致绿地增长空间有限关系密切。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开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生态文明，昭示着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意味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根本改变，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也是我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可以预测，在建设生态美丽中国的大背景推动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将取得更大成果。

生活垃圾处理能力：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城市生产与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垃圾废物相应迅速增加。生活垃圾占用土地、污染环境、影响人民的生活质量和身体健康，因此妥善处理垃圾问题十分必要。与此同时，每日城市生活垃圾的大量产生和堆积，使得垃圾清运处理工作面临更大压力，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各方的高度关注。

本书选取了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来衡量我国生活垃圾处理能力，2004—2014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变化情况如图1-13所示。根据统计数据，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从2004年的日均24万吨增长到2014年的日均50多万吨，如果换算为单位质量垃圾处理周期，则该指标在2014年相对于2004年缩短了近60%。同时，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逐渐提升。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稳步提高对于缓解日趋严重的垃圾产生和堆积问题也是十分有益的。这表明在垃圾处理方面，环境保护工作是有成效的。生活垃圾产生量逐年增多对环境保护是巨大的挑战，在提高垃圾处理能力和优化处理效率的同时实现资源节约，减少不必要的垃圾产生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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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2004—2014年我国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变化情况



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我国的空气污染情况越发严重，给人民生产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指全年环境
 空气污染指数（API）达到二级和优于二级的天数（简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占全年天数的百分比。本书通过选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简称生态环境部）和国家统计局的相关统计资料，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除以当年总天数得到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这一指标可以反映出主要城市所在地区空气质量状况，同时根据发展趋势了解大气环境受到的破坏程度。2003—2014年我国5座重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变化情况如图1-14所示。


[image: ]
图1-14 2003—2014年我国5座重要城市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变化情况



从统计结果来看，这几座重要城市空气质量均不理想。北京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在过去的十几年始终不足80%，被认为空气质量较好的广州的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在近两年也维持在75%的水平，而成都的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在2013年甚至下降至38%的水平。2012—2013年，所有受调查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达标率均出现下滑。该指标的下滑，一方面与国务院在发布的空气质量新标准中增加了PM2.5值监测这一指标相关；另一方面表明我国现阶段空气污染防治情况较为严峻，空气污染仍然较难控制。空气污染的预防和治理，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生态环境的建设水平，更会直接影响我国人民的健康水平和长远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值得全社会关注和努力。

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我国社会经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各类能源消耗日益增长。在能源显得更为宝贵的今天，衡量经济增长不能单纯衡量总量，我们更要注重发展中的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程度，以实现更高效、更节能、更环保的发展。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是反映能源消费水平和节能降耗状况的主要指标，由能源消耗总量和国内生产总值这两个指标计算而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为能源消耗总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1995—2015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变化情况如图1-1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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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5 1995—2015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变化情况



数据统计显示，我国经济增长的能源消耗效率在逐年提高，节能减排、新能源开发、新技术的运用等都为能源消耗效率的提高提供了助力。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国和世界一流国家差距仍然巨大。对2011年世界各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量的测算表明，瑞士的这一指标数值仅为0.097，为2011年我国该指标的12%。这意味着增长等量的国内生产总值，我国将比瑞士多消耗7.33倍的能源总量，这一指标不及巴西、印度等国家，因此在提升能源消耗效率上，我国还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从环境保护这一维度，本书对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分析如下。一方面，经济增长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人为控制生态环境，森林、绿地的人均保有面积显著提高，处理各类垃圾、废料的能力进一步提升，能源消耗效率逐渐提高，这些都是有利于我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的利好因素。另一方面，我国环境污染，特别是空气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垃圾产生量难以控制，这是我国长期保持高速发展和粗放的发展模式的必然后果。我国应当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实现永续发展，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结论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充满了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新的经济形势使得过去粗放式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发展模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促使我国走上产业升级的道路；另一方面，在调整过程中不少产业会面临极大的困难，由此也会产生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为了更加全面地衡量我国近几年来的经济增长成果，本章采用产业调整、民生改善、环境保护3个一级指标，以及一级指标下的多个二级指标，构建各具特点的分析模式和评价体系，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换和经济增长效果进行测算和评估。

本章通过研究认为，新常态下的中国产业发展具有主动向市场需要靠拢、向国内需要靠拢、向产业高端化和技术密集化靠拢的特点。第三产业蓬勃发展，科技人力资源优势日益凸显，国内市场带动经济增长作用突出，均表明产业调整正在进行。民生进步效果显著，城乡居民无论在生活水平、大宗商品消费方面，还是在娱乐性活动方面均实现稳定增长，但城乡生活差距仍然较大。在绿色经济发展方面，我国始终重视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环保投入，提高人均生态资源占有量。但是我国污染问题日益严重，已逐渐成为影响人民生产和生活正常秩序的重要负面因素。

总之，我国在新常态下仍然实现了稳健的经济增长，让全国人民感受到了增长红利。在未来的发展时期内，我国应利用现有国际及国内市场环境和科技人力资源优势，大力实现产业升级优化；同时着力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可持续、可感受的经济增长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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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常态下的金融发展与创新：经验证据

一、引言

中国经济正逐步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也处于从要素粗放型驱动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机遇期，创新正日益成为维持和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从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或者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乃至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愈发凸显。为了加快促进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近年来，中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国家战略与政策。我国在2006年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在2012年提出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在2013年颁布了《关于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全面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的意见》，明确地将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及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目标。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促进国家及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能力，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需要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

现有大量文献发现，金融发展是影响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Schumpeter，1911；Robinson，1980；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King和Levine，1993；Jayaratne和Strahan，1996；Rajan和Zingales，1998；Beck和Levine，2002）。正如Hall（2010）、Rajan和Zingales（1998）、Beck等（2000）指出的，金融发展在缓解金融机构和创新活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减少由创新所引发的融资活动中的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行为、降低创新活动的融资成本、控制创新研发活动风险，以及提升金融体系和创新活动之间的资金配置效率等方面，均有着不可忽略的独特作用。近年来，有关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的研究，已深入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体系结构差异方面。一方面，有一些文献关注金融发展的效率对创新活动质量的影响（Nanda和Kropf，2011；Bernstein，2012）；另一方面，更多的文献试图探究究竟是以银行为主导还是以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更能激励和扶持创新活动（Bravo-Biosca，2007；Hsu等，2014）。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深入理解金融发展和创新，以及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极有分量的参考价值，并且指明了可能的进一步研究方向。

就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中存在的重大改革问题而言，金融发展及金融体制改革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然而，众多学者指出，中国当前存在较为突出的金融发展滞后，以及典型的金融抑制现象（周业安，1999；卢峰，姚洋，2004；王建铆，2011；王勋和Johansson，2013；张曙光，2014；王彦超，2014）。这必然会引发一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中国现阶段发展滞后且存在金融抑制现象的金融体系，究竟对创新活动形成了有效的促进效应与支撑作用，还是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基于这些重大现实问题的考虑，在中国情景下研究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创新，不仅事关对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以及金融体系今后改革方向的探究，而且有助于研究中国经济今后能否实现中高速的可持续增长、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的命题。

区别于以往的研究，本章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本章是对既有前沿研究的重要补充。目前既有研究多数是基于发达国家的背景来研究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尤其缺少来自中国这样的典型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据我们当前所掌握的信息，目前还未见针对中国背景的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影响的重要研究文献。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肩负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金融改革双重使命的特定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大国而言，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作用的相关研究表明，以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并不能对创新活动形成有效支撑，这无疑为该前沿研究领域增添了不可或缺的重要经验证据。第二，本章的研究视角具有一定的深入性。本章并未停留在金融发展的单个视角，而是从金融发展的规模、效率及金融市场化这三个综合视角，来全面研究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此外，就创新活动的衡量指标来看，本章也未局限于某个单一指标，而是从研发投入、专利存量和专利质量这三个方面来对创新活动进行全面衡量。其中，我们开创性地构造了专利知识宽度法来估算中国情景下的专利质量。这些多视角的做法，既拓展了既有的研究视角，加深了既有的研究深度，也为本章主要研究发现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保障。第三，本章对发展中国家改革政策具有一定的启发性。本章的主要研究结论均证明在中国情景下，以大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及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与管制造成的金融抑制现象，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尤其是对创新能力的质量提升，并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与支撑。而且，仅针对信贷市场资金分配方面实施市场化改革措施，甚至可能会对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抑制效应。这些经验发现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改革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政策参考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背景介绍

（一）金融发展如何影响创新？

依据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Rajan和Zingales（1998）的金融发展理论，金融深化可以通过缓解金融机构和贷款者之间由于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及融资成本，更好地管理企业创新活动的巨大不确定性与失败风险，更有效地动员资金向创新领域优化配置，从而激励一国或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动，进而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由政府干预与控制造成的金融抑制现象，这会加剧扭曲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进而导致企业最优投资机会得不到有效的资金支持，从而造成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Fazzari和Athey，1987）。这种融资约束问题在创新活动中表现得更为明显。那些对外部融资具有依赖性的企业或行业的创新活动，在存在金融抑制的国家中受到的制约效应更为突出（Brown等，2012）。

金融发展包含银行和市场主导两种不同的发展类型（Kunt等，2011）。是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还是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金融体系更能促进创新？这是一个受到经济学家们高度关注，而且最近日趋活跃的重大研究命题。Beck等（2000）依据跨国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差异并不是影响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核心因素。不同国家自身金融体系发展程度与质量的差异造成经济增长的差异被称为金融结构无关论。Allen和Gale（2000）的实证研究却发现，银行主导和市场主导的金融结构差异会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增长产生差异性的影响。他们提出了金融发展中的金融结构差异是影响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的假说，该假说也被称为金融结构相关论。

从金融发展中金融结构的差异对一国创新能力提升产生差异性影响的角度来看，支持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更有效的学者们认为，证券市场更能够搭建储蓄和企业创新投资之间的通道（Levine，2005）。一方面，证券市场更可能使得投资者不需要对企业创新研发融资提供额外的担保抵押要求，从而降低企业创新的融资成本（Brown等，2012）；另一方面，证券市场能够使创新投资活动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形成有效市场均衡价格，特别是在那些具有较强外部融资依赖特征的高新技术行业中，证券市场能够通过形成有效市场均衡价格，提升创新资金的市场最优配置效率（Allen和Gale，1999）。相反，信贷市场可能不利于那些具有较强外部融资依赖特征的高新技术行业发展。一方面，创新活动的价值往往是无形资本或内涵于人力资本之中，很难通过抵押担保形式来缓解银行机构贷款的信息不对称，以及满足银行机构的风险控制要求（Hall和Lerner，2010）；另一方面，创新投资收益及对资金需求的不确定性，使得创新活动很难产生稳定的现金流来应对银行机构的还款要求，从而导致银行机构无法对小规模、新进入的创新企业投资项目给予足够的融资支持（Brown等，2012）。

然而，针对以上假说，既有实证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支持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更能促进创新的文献也有很多。Benfratello等（2008）针对意大利的研究发现，本地银行的发展促进了本地制造业企业的工艺创新活动水平，但并未促进产品创新。Nanda和Nicholas（2014）从历史角度论证了银行体系对创新所具有的促进作用。他们发现，在全球大萧条时期，银行体系的崩溃降低了企业专利的数量和质量，由此验证了银行体系对创新活动具有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Cornaggia等（2015）以对美国各州银行机构设立管制政策实施放松的外生冲击为背景，研究银行竞争对美国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银行竞争总体上降低了美国各州的创新活动水平，但是，在不同类型企业之间，银行竞争的影响是有差异的，银行竞争促进了依赖外部融资的私营企业的创新活动，而对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公营企业的创新活动形成了抑制效应。

有一些研究文献倾向于支持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更能促进一国创新能力的提升。Bravo-Biosca（2007）利用1985—1994年32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发现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的发展均能促进国家层面创新质量的提升。相比于信贷市场的发展，股票市场的发展对国家层面创新质量的提升作用更大。Tian和Wang（2014）使用美国风险投资企业的样本数据，发现在由更能容忍投资失败风险的风险基金经理主导的企业中，风险投资更能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Chemmanur等（2012）也使用美国风险投资企业的样本数据，发现不同类型的风险投资企业对企业创新活动的激励作用是存在差异的。公司风险投资基金比独立风险投资基金更能激励企业的创新活动，这种更有效的激励效应可能是由于公司风险投资基金更具有产业发展的知识经验，以及对失败具有更高的容忍度。Hsu（2014）使用32个发达国家及新兴国家和地区在1976—2006年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创新数量还是从创新质量来看，股票市场的发展均促进了国家层面的创新活动，但信贷市场的发展抑制了国家层面的创新活动。然而，需要特别关注的是，也有文献发现金融市场的某个方面对创新活动产生了负面效应。比如，Fang等（2014）使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企业样本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由于竞争者的恶意收购，以及短期投资者对短期收益的过度追求，股票的流动性对企业创新活动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

（二）中国情景下金融抑制现象及其对创新可能影响的分析

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对于一国而言，金融体系的发展或深化必须切合一国实体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需求。我们在衡量一国金融体系的效率时，不应该过度强调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或者所谓金融结构的高度化，而是应该重点考虑金融结构是否与该国的产业结构、技术特征及金融生态环境相契合。在多数发展中国家，技术较低、劳动密集型、风险较低的产业占主导，银行体系能够低成本地处理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银行体系具有较高的金融配置效率。而发达国家以技术较高、创新需求大、风险较高的产业为主导，这就要求一国应具备与高风险创新产业相配套的产业发展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相应要具备更高的金融配置效率。依据这样的金融发展逻辑，中国正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因此形成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具有合理性。

然而，对于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现象是，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往往容易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或不恰当的控制，从而形成金融抑制体系。事实上，中国就存在典型的金融抑制现象。第一，中国现行的财政分权体制，以及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为考核目标的地方官员竞争性晋升体制，诱发和加剧了地方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与控制。具体而言，这激励了中国不少地方政府积极采取对微观经济的各种干预活动，来获得地方财政收入和本地效益增长的优势条件，同时催生和强化政府投资的关键渠道——金融体系控制和干预的内在动机，迫使中国陷入“政府干预→信贷规模扩张→国有企业部门和重化行业扩张+房地产拉动+出口依赖→粗放式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产能过剩）”的经济增长模式。而且，出于对金融改革风险的过度担心以及避免受到国外金融冲击负面影响的考虑，中国对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以及对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一直处于谨慎推进进程中，这实质上形成了政府对金融体系风险的过度谨慎监管原则。虽然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具有明显的政府管制特征和较为突出的垄断性质，主要表现为银行体系以具有垄断性质的大银行为主体、地域性的中小银行机构发展严重不足、金融机构和资本市场进入方面受到严格控制，以及银行机构存贷利率、银行信贷配给和资本市场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管制等典型的金融抑制特征。第二，在政府过度干预与控制金融体系的情形下，资本市场中通过证券市场直接融资所占比重极小，各类风险投资基金也远未得到有效发展。特别是在2005年之前，中国的股票市场发展缓慢。股票市场中有一部分也是为解决国有企业的发展困局而设立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发行程序和条件极为严格，而且其过程中存在腐败寻租机会，导致金融市场的扩张并未实现有效配置资金的基本市场功能。第三，金融抑制体系导致影子银行和民间高利贷体系的迅速扩张，在中国房地产价格持续增长以及房地产业利润率高于一般制造业企业利润率的刺激下，制造业企业资本泡沫化现象开始凸显，制造业投资大量转向房地产投资。一个基本事实是，60%以上的欧美企业会把10%以上的利润投入研发创新。而近年来，中国制造业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众多制造业企业竞相将自身的利润、销售收入甚至银行贷款投向房地产，而非企业的创新研发、品牌建设等核心环节。过去10年内，中国房地产业产生的是20%以上的利润率，但制造业的利润率只有3.2%。行业间如此巨大的利润差距，必然引诱资本流出制造业并进入房地产业、影子银行，以及民间高利贷体系，从而导致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整体弱化。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仍然以垄断性质大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可能没有对国家和企业层面的创新活动形成有效的激励与支撑，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实体经济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了阻碍。


三、实证策略与数据说明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

利用计量模型来有效检验金融发展对创新的作用，首先面临两个基本的计量问题：一是由金融发展和创新活动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由重要变量的遗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为了有效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在充分借鉴Rajan和Zingales（1998）、Hsu等（2014）等构建的设定固定参照系的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我们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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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1）中，各变量的下标i、k、t分别代表二分位行业、省份和年份。因变量innovationik

 ，t+1
 是用来测度不同省份的不同二分位行业中创新活动的代理变量，主要是从研发投入、专利存量和专利质量这三个综合角度来进行衡量。重点关注的解释变量包括中国各省份的金融发展指数financedevelopk

 ，t

 和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特征指数industrydep，i

 ，下标dep指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特征指数。本章的研究逻辑是，金融发展通过作用于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融资需求来影响行业创新活动，因而将financedevelopk，t

 和industrydep，i

 的交互项纳入式（2.1）中。

式（2.1）中控制变量集Z中的变量包括企业的工业增加值（valueadded
 ）、企业的出口额与行业销售收入的比值（export
 ）、各行业的工业产值与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值（state
 ）、企业的政府补贴总额与行业销售收入的比值（subsidy
 ）。具体说明如下：valueaddedik，t

 表示不同省份的二分位行业中所有企业工业增加值数额在不同年份的中位数
[1]

 ，该变量用来控制行业自身规模差异对创新活动的影响。exportik，t

 表示不同省份的二分位行业中所有企业在不同年份的出口额与行业销售收入比值的中位数，该变量用来控制中国的对外开放以及出口行为对创新活动的影响。stateik

 ，t
 表示不同省份的二分位行业在不同年份的国有性质的工业产值与行业工业总产值比值的均值，该变量用来控制所有制差异对创新活动的影响。subsidyik，t

 表示不同省份的二分位行业中所有企业在不同年份的政府补贴总额与行业销售收入比值的中位数，该变量用来控制政府扶持政策差异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我们还对省份（province
 ）、年份（year
 ）和二分位行业（industry
 ）进行了控制处理。式（2.1）中，ηprovince×year，t

 +1
 表示的是省份虚拟变量和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加入该交互项是为了控制不同省份的创新政策差异冲击、经济发展水平趋势等因素对行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加入该交互项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遗漏重要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μindustry

 表示二分位行业的虚拟变量，该变量用来控制行业自身的差异性因素，比如技术水平、竞争程度、成长空间等因素对创新活动的影响。

（二）内生性问题的讨论与解决

式（2.1）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解决由金融发展和创新活动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Robinson（1980）指出，金融发展和创新活动之间可能存在“企业发展导致金融发展”的现象，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将带来对外部融资需求的增加，引致逐利的金融机构的规模扩张和数量增加，从而导致金融发展。从中国的现实情形来看，由于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完善程度、高技术行业的发展基础存在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必然导致位于不同省份的不同行业的外部融资需求存在很大差异，进而造成中国不同省份的金融发展存在较大差异。而且，中国的金融发展背景仍然偏向以银行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中介发展模式和“条块分割”式的金融利益格局，各省份银行机构的对外融资业务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割性和不可流动性，即本地的金融机构偏向对本土企业贷款，金融需求引致金融供给的现象可能更为突出。我们在式（2.1）中纳入的交互项ηprovince×year，t+1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吸收由不同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完善程度、高技术行业发展基础的差异带来的影响，但是，这未必能很好地解决由金融发展和创新活动之间的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众多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是通过影响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传导渠道来影响行业创新活动的（Rajan和Zingales，1998；Brown等，2012）。在这种情形下，解决思路就在于式（2.1）中专门构造的交互项financedevelopk，t

 ×industrydep，i

 ，其中，industrydep，i

 并不是反映所有省份的二分位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特征的变量，而是将某个特定省份的二分位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特征设定为一个固定的参照系，也就是将这个作为参照系的特定省份的二分位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特征信息，作为划分所有省份外部融资依赖特征的统一依据，这就将不同省份的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做了外生性的设定，从而能较好地解决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此外，式（2.1）中针对各解释变量所做的滞后一期的处理，也可以缓解相应的内生性问题。

接下来，我们介绍作为固定参照系的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选定方法。借鉴Rajan和Zingales（1998）、Hsu等（2014）等文献的基本思路，本章选择我国市场化程度发展最快、政府对市场干预相对较少、金融市场摩擦相对较轻的省份作为基准的固定参照系，来设定各省份中外部融资依赖特征行业的界定与排序。我们对由樊纲和王小鲁等（2011）测算的各省份在1997—2009年的市场化指数进行排名，2009年市场化进程从快到慢的排名依次是浙江（11.8）、江苏（11.54）、上海（10.96）和广东（10.42）。考虑到上海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定位，其制造业发展可能相对不够全面。而浙江的经济发展多以中、小、微民营企业为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不具有代表性。江苏是1997—2009年市场化进程进步最快的省份，其市场化指数从1997年的5.25增长到2009年的11.54。有鉴于此，本章拟采用江苏的二分位行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特征信息作为各省份二分位行业的固定参照系。

（三）重要变量的定义

1.各省份各行业创新能力的测量与界定

（1）研发投入。

考虑样本数据的现实特征，本章采用在样本观察期内不同省份的二分位行业中所有企业研发投入密集度（企业研发投入额/企业销售额）的全概率形式来表示，即采用各省份的二分位行业中有研发投入的企业占行业所有企业的数量比值，与该类企业研发投入密集度的中位数的乘积来表示。该代理变量不仅包含行业中有研发活动企业的信息，也包含该类企业研发投入密集度差异的信息，因此，相对于使用单个指标信息的代理变量，该变量更能包含行业创新研发活动水平的特征信息。需要注意的是，为了保证作为因变量的各省份的各行业之间的研发投入具有可比性，需要对各省份二分位行业中的研发投入进行合适的去规模化处理，具体的处理方法是采用[image: ]
 的形式。其中，[image: ]
 表示在除了我们所选定的固定参照系之外的其他省份中各二分位行业在不同年份的研发投入，[image: ]
 表示我们所选定的作为固定参照系的二分位行业的研发投入。本章的研究样本需要剔除作为固定参照系的江苏的样本数据，以避免样本选择效应导致的估计偏差问题。

表2-1展示了按照全概率形式所计算的固定参照系（江苏）的行业研发投入活动的特征指数，表2-1最后两列报告的是我们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发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划分标准（2006）以及江苏省发布的高新技术产业划分标准。可以发现，我们计算所得的作为固定参照系（江苏）的研发投入的行业排序与工信部发布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划分标准（2006）以及江苏省发布的高新技术产业划分标准，具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由此说明我们以江苏作为固定参照系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表2-1 固定参照系（江苏）的行业研发投入活动的特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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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利存量。

参照既有文献的做法，同时考虑中国的现实情况，本章使用各省份的二分位行业中企业在不同年份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简称三种专利）的存量来表示行业创新能力。上述三种专利有效存量的计算公式如下：

[image: ]


在式（2.2）中，Inpatstockij，t

 、Pracpatstockij，

 t
 和Despatstockij，t
 分别表示位于行业j中的企业i在第t年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存量，Inpatij，t

 、Pracpatij，

 t
 和Despatij，t

 分别表示位于行业j中的企业i
 在第t
 年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有效授权量。δ是三种专利的折旧率，取值为15%。Jaffe（1986）、Griliches和Mairesse（1981）的研究均指出了将三种专利的折旧率设定为15%的合理性。此外，需要特别交代的是，我们利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简称国家知识产权局）1985—2013年的企业专利数据和国家统计局1999—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的合并数据库，来计算企业三种专利的存量。这样的做法避免了本章需要对三种专利期初存量进行估算的难题，从而保证了估算结果的合理性。

为了获得各省份不同二分位行业层面的三种专利存量，需要将企业层面的三种专利存量加总得到行业层面的三种专利存量。加总的方式仍然是使用全概率形式，即采用各省份各二分位行业中有三种专利的企业占行业所有企业的数量比值，与有专利活动企业专利存量的中位数的乘积形式来表示。为了保证各省份各二分位行业之间不同类型专利存量具有可比性，需要对各省份各二分位行业中不同类型专利活动进行恰当的去规模化处理，具体的处理方法是采用[image: ]
 的形式。其中，[image: ]
 表示我们所选定的固定参照系（江苏）的二分位行业的三种专利存量的信息，[image: ]
 表示其他省份各二分位行业的三种专利存量信息。

（3）专利质量的测算：专利知识宽度法。

专利知识宽度主要指某项专利所包含知识的复杂程度。专利知识宽度从专利所含知识的复杂性和广泛性角度反映专利质量，有利于克服仅利用专利的数量维度来测度企业创新活动的不足。一方面，专利作为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创新知识的重要载体，其所含知识的复杂程度必然影响专利质量。另一方面，专利知识宽度作为反映企业专利价值的一个变量，专利所包含的知识越复杂，模仿和改善该专利产品的难度越大，相关替代产品越少，就越影响企业依靠专利保护制度获得创新产品的垄断力量，进而影响企业绩效。因此，专利知识宽度成为衡量专利质量和创新活动质量的重要指标。最近一些关于技术进步的文献开始注意和强调产业或企业知识库的不同性质和特征对企业专利质量的作用和影响。例如，Nesta和Saviotti（2005）对医药行业的分析发现，企业知识库的多元化（或广度）和连贯性与企业创新质量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

为了测度专利质量，我们使用国家知识产权局企业专利文件中专利分类号的数量信息。依据三种专利的分类，其分类号格式有所不同。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中，专利分类号格式一般采取“部大类小类大组小组”的格式，如“A01B01/00”。具体而言，专利分类号的第一个字母取值范围为A-H，以表示8个大部[A部：生活必需（农、轻、医）；B部：作业、运输；C部：化学、冶金；D部：纺织、造纸；E部：固定建筑物；F部：机械工程、照明、采暖、武器、爆破；G部：物理；H部：电技术]。第2个至第3个数据表示大类。第4个字母表示小类。大组和小组之间用“/”隔开。在外观设计专利中，专利分类号则为“大类小类”的格式，如“01-00”。

为了充分利用每一种专利分类号的信息，本章定义了专利知识宽度以反映专利质量。我们认为，仅采用专利分类号的数量并不能准确区分一项专利所包含分类号之间的内部差异，而且可能会对专利质量的测度产生偏误。例如，一项专利共有三个分类号：A01B02/00、A01B02/10、A01B02/20，另一项专利也有三个分类号：A01B02/00、A02B13/00、B35D13/20。这两项专利虽然分类号的数量相同，但由于第一项专利只利用了A01B02一个大组的信息，而第二项专利利用了A01B02、A02B13、B35D13三个大组的信息，显然第二项专利所运用的知识宽度要大于第一项专利，其专利质量也更高。因此，为尽量减少这一偏误，本章参照产业集中度的测算思路，采取大组层面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对其进行加权
[2]

 ，专利知识宽度（width_hhi）的具体计算方法为：width_hhi=1-∑a2
 ，其中，a表示在专利分类号中，各大组分类所占比重。可以看出，专利知识宽度的值越大，各大组层面的专利分类号之间的差异越大。即专利所运用的知识宽度越大，专利质量越高。

在计算基于专利层面的专利知识宽度后，本章根据“企业年份专利类型”这三个维度将专利层面的专利知识宽度加总到企业层面。其中，加总的专利只包括当年处于有效保护期内的专利（即剔除了申请被驳回、专利主动撤回、未交年费终止、有效期届满等失效专利）。
[3]

 加总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算术平均值，二是中位数。按上述两种方法，加总后的专利知识宽度分别被记为width_hhi_mean、width_hhi_median。表2-2展示了分别采用上述两种方法，根据“企业年份专利类型”加总后的专利知识宽度的描述性统计分析。从中可以看出，在企业层面上，三种专利的知识宽度width _hhi_mean （width _hhi_median）的平均值分别为0.2693（0.2653）、0.1204（0.1042）、0.0001（0.0001）。两种方法衡量的专利知识宽度在整个样本观察期内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此外，我们仍然按照加总思路，将企业层面三种专利的知识宽度所代表的企业专利质量，加总到各省份二分位行业的三种专利质量上。同样，我们对各省份二分位行业的三种专利质量也采取了类似的去规模化处理。
[4]




表2-2 企业层面三种专利的知识宽度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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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金融发展指数的估算

金融发展可被概括为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两方面的发展过程。考虑到中国省份面板数据的可得性，及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可能带来的低效率的资源分配和垄断竞争格局，本章在以规模指标为主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测算中国各省份三个层次的金融发展指标，来分别刻画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及金融业市场化程度。

衡量金融发展规模的代表性指标有麦氏指标和戈氏指标。前者为McKinnon（1973）运用货币[用广义货币（M2
 ）衡量]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作为指标，衡量一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后者是由Goldsmith（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比率，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总额与国民财富之比，用于衡量一国的金融化程度。由于受到中国各省份数据资料的限制，我们无法得到完整的中国各省份的货币存量数据。国内许多研究都采用戈氏指标来度量区域金融发展规模。有鉴于此，对于金融发展深度（DEPTH）指标，本章采用各省份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来替代当地金融资产的价值，并以其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区域金融发展规模。对于金融相关比率（FIR）指标，本章用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与名义GDP的比值来表示，以进一步考虑存款对金融发展规模的可能影响。

对于金融发展效率，本章采用以下两个方面的细分指标：储蓄投资转化率（FUE）和存贷比（FDE）。资本是实体经济运行的基础，统计上包括固定资产和存货的投资，金融机构融资获取的储蓄只有被转化为资本，进入生产领域运行后才能带来价值的增值。在高储蓄率的前提下，储蓄向投资转化效率的高低体现地区金融创造财富的能力，是金融发展效率的重要方面。因此，本章用资本形成总额
[5]

 与各地区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的比值来表示储蓄投资转化率。该比值越高，说明转化为资本形成总额的金额越多，地区金融创造财富的能力则越强。考虑中国是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所以银行贷款对各地区投资的增长的影响最为直接，信贷体系对地区财富创造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我们采用各省份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与各省份金融机构年末存款余额的比值来反映银行体系（间接融资渠道）的存贷比。

我们使用樊纲等（2011）计算出的各省份在1997—2009年的“金融业的市场化”指数，作为衡量中国不同省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MARKET）的代理指标。进一步地，我们将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区分为金融业的竞争（COMP）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CREDIT）两个子项目，以观察金融业市场化的不同方面对创新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

3.行业外部融资依赖特征指数的界定

依据Hsu等（2014）的具体做法，我们使用不同省份的二分位行业中所有企业外部融资需求代理变量在不同年份的中位数来表示企业外部融资依赖特征指数（dep），其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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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企业现金流cashflowijkt的计算方法为：

[image: ]


式（2.3）中，capitalexpendijkt
 表示企业的资本投资支出，采用的具体估计方法是：capitalexpendijkt
 =本年固定资产净值-（1-折旧率）×上年固定资产净值，其中，折旧率取10.96%的数值（单豪杰，2008）。rdexpenseijkt
 表示企业的研发投入。profitijkt
 表示企业净利润（税后利润）。discountijkt
 表示企业当年的折旧额。Δinventoryijkt
 表示企业存货的增加额。receivableijkt
 表示企业应收账款。payableijkt
 表示企业应付账款。

表2-3展示了固定参照系（江苏）制造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特征指数，从该表中大体可以看出江苏外部融资依赖行业所具有的一般特征。具有垄断性质的烟草制品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特征指数最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特征指数相对较低，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特征指数相对较高。

表2-3 固定参照系（江苏）制造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特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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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样本数据处理与说明

本章使用的研究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三大数据库：一是历年《中国金融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份的金融发展指数。客观来看，我国各省份之间金融发展在各个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为研究我国金融发展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验环境。二是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1985—2013年所有工业企业的专利数据库。三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9—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中13~46共34个二分位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样本数据。之所以剔除6~12的二分位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样本数据，是因为这些行业均是依赖自然资源禀赋的采矿业相关行业，而很多省份由于缺乏自然资源，并不存在采矿业相关行业，因此，为了保证研究样本的可比性，我们只选用13~46共34个二分位制造业行业的企业样本数据。

对于本章研究所需样本数据的合并和处理步骤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一方面，我们利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1999—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所有企业的中文名称作为匹配工具，来对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库中的所有样本数据进行匹配。对于部分中文名称存在误差、错漏现象的25000多个样本企业而言，我们通过手工和网上信息查询对之加以处理识别配对，以提高匹配效率和样本的可靠性。另一方面，针对1999—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基本特征及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既有文献已经做了大量探讨与相应处理。比如，可参见Brandt等（2012；2014）的研究文献，本章对1999—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企业数据的处理，也参考与遵循了相关文献的处理程序。




[1]
 采用中位数的理由在于，在企业三种专利数量存在极端值的情形下，采用均值显然不能很好地捕捉行业专利活动的有效信息。


[2]
 专利分类号在小组层面所利用的知识信息基本一致，而在大组及以上层面有显著差异。因此，我们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中对大组层面的专利分类号进行加权；而在外观设计专利中，由于仅有“大类小类”这两级分类，因而对整个专利分类号进行加权。


[3]
 实质上是对企业当年三种专利存量的知识宽度分别进行加总，并不考虑已经失效的专利。


[4]
 由于外观设计专利中分类号的数量超过90%为1，因而其知识宽度基本为0，其结果可由表2-2验证。因此，从采用专利知识宽度作为专利质量的代理指标来看，外观设计专利质量均较低，且区分度不大，因而下文并未检验金融发展对外观设计专利质量的影响。


[5]
 资本形成总额是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变动价值之和。


四、结果与分析

（一）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研发投入影响的检验

表2-4展示了运用式（2.1）检验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研发投入影响的估计结果。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DEPTH×dep和FIR×dep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就表明，无论是从DEPTH还是FIR这两种衡量中国各省份金融发展规模的代理指标来看，中国各省份金融发展规模扩张的差异对需要外部融资的行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了显著影响。在金融规模扩张越快的省份中，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越大，从而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对创新产生了促进效应。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FDE×dep和FUE×dep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就表明，无论是从FDE还是FUE这两种衡量中国各省份金融发展效率的代理指标来看，中国各省份金融发展效率方面的差异并未对需要外部融资的行业的研发投入产生显著影响，从而说明中国金融发展的效率变化并未对创新产生促进效应。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MARKET×dep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表明，中国各省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对需要外部融资的行业的研发投入产生了显著影响，从而表明了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研发投入的抑制效应。第（6）列和第（7）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OMP×dep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交互项CREDIT×de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些结果说明，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需要外部融资的行业的研发投入造成了抑制效应，但金融业竞争程度的提升并未对其产生抑制效应。


表2-4 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研发投入影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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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值，所有回归模型均经过行业的聚类（cluster）处理调整

（二）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专利存量影响的检验

表2-5展示了运用式（2.1）检验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发明专利存量影响的估计结果。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DEPTH×dep和FIR×dep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就表明，无论是从DEPTH还是FIR这两种衡量中国各省份金融发展规模的代理指标来看，中国各省份金融发展规模扩张的差异对需要外部融资的行业的发明专利活动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在金融规模扩张越快的省份中，需要外部融资的行业的发明专利存量越大，从而验证了中国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对创新产生了促进效应。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FDE×dep和FUE×dep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就表明，中国各省份金融发展效率方面的差异并未对需要外部融资的行业的发明专利存量产生显著影响，从而说明中国金融发展的效率提升并未对创新产生促进效应。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MARKET×dep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由此表明，中国各省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并未对需要外部融资的行业的发明专利存量产生显著影响。第（6）列和第（7）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OMP×dep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交互项CREDIT×de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些结果说明，金融市场化中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需要外部融资的行业的发明专利存量造成了抑制效应，而金融业竞争程度的提升并未对其产生抑制效应。

表2-6展示了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存量影响的检验结果。其中，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DEPTH×dep和FIR×dep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由此说明，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了有效的促进效应。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交互项FDE×dep和FUE×dep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由此说明，金融发展效率并未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积极影响。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MARKET×dep的回归系数仍不显著，这就表明，中国当前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并未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有效的促进效应。类似地，第（6）列和第（7）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OMP×dep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交互项CREDIT×dep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进一步说明，金融市场化中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存量造成了抑制效应，而金融业竞争程度的提升并未对其产生抑制效应。

表2-7展示了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外观设计专利存量影响的检验结果。第（1）列和第（2）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DEPTH×dep和FIR×dep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由此表明，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并未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外观设计专利存量产生促进效应。第（3）列和第（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交互项FDE×dep和FUE×dep的回归系数均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这就表明，金融发展的效率提升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了促进效应。第（5）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MARKET×dep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由此表明，中国当前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并未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外观设计专利存量产生促进效应。第（6）列和第（7）列的回归结果显示，交互项COMP×dep和CREDIT×dep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就说明，金融市场化中金融业竞争程度的提升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存量并未形成促进效应。


表2-5 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发明专利存量影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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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值，所有回归模型均经过行业的聚类处理调整


表2-6 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存量影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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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值，所有回归模型均经过行业的聚类处理调整


表2-7 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外观设计专利存量影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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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值，所有回归模型均经过行业的聚类处理调整

（三）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专利质量影响的检验

表2-8展示了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发明专利质量影响的检验结果。其中，第（1）列至第（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交互项DEPTH×dep、FIR×dep、FDE×dep和FUE×dep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就说明，无论是从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角度还是效率提升的角度来看，金融发展均未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发明专利质量产生有效的促进效应。第（5）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交互项MARKET×dep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表明，中国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发明专利质量产生了抑制效应。类似地，由第（6）列和第（7）列的回归结果可见，交互项COMP×dep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但交互项CREDIT×dep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金融市场化中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发明专利质量的提升造成了抑制效应，但金融业竞争程度的提升对其并未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

同样地，表2-9展示了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质量影响的检验结果。第（1）列至第（4）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交互项DEPTH×dep、FIR×dep、FDE×dep和FUE×dep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由此表明，无论是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还是效率提升，均没有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质量提升形成有效的促进效应。第（5）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交互项MARKET×dep的回归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中国当前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质量的提升产生了抑制效应。再由第（6）列和第（7）列的回归结果可见，交互项COMP×dep的回归系数仍不显著，且交互项CREDIT×dep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仍然显著为负。这说明金融市场化中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质量的提升造成了抑制效应，而金融业竞争程度的提升对其并未产生抑制效应。

按照既有创新理论来看，研发投入和专利均是体现创新活动的不同角度的代理指标。而且，不同层次的专利可能代表了国家、行业或企业不同层次的创新能力。其中，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专利，发明专利更能体现国家、行业或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能力，实用新型专利次之，而外观设计专利相对最弱（Cohen和Levinthal，1989）。综合以上检验结果，我们对中国金融发展对创新的影响做一个概括性总结：第一，从金融发展规模来看，中国当前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以及相对高层次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存量和实用新型专利存量的增加产生了积极的促进效应。遗憾的是，规模扩张方面所体现的金融发展没有对发明专利质量和实用新型专利质量产生积极的促进效应。第二，从金融发展效率来看，金融发展对研发投入以及体现相对高层次创新能力的发明专利存量和实用新型专利存量并未形成有效的促进效应，只对相对较低层次创新能力的外观设计专利存量产生了促进效应。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发展效率并未对发明专利质量以及实用新型专利质量的提升带来有效的促进效应。第三，从金融业市场化程度来看，金融业市场化不但没有对研发投入、三种专利的存量和质量所代表的创新能力带来促进效应，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抑制效应。我们发现，中国金融业市场化中金融业竞争程度的提升，并不是导致这些抑制效应的动因，中国金融业市场化中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是中国创新活动的数量和质量受到抑制的主要原因。

如前文所述，这些经验深刻反映了中国金融发展的客观现实。即中国的金融发展和金融业市场化改革仍然面临政府的过度干预和不合理的行政控制，从而导致金融抑制现象的发生。不容忽略的是，政府干预下的中国金融抑制体制对企业融资行为和金融资源的配置产生了众多扭曲影响，导致企业融资形式缺乏多样性，融资渠道主要以垄断性质的国有大银行以及国有商业银行等间接融资为主，而债务融资和股权融资形式的直接融资发展严重滞后，造成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方向无法与中国当前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现实需求相契合。政府干预和各种金融抑制政策所导致的金融发展滞后和金融体制扭曲现象，直接或间接地造成金融发展的效率提升以及金融市场化推进并未对中国创新活动，特别是高端创新能力的提升形成有效支撑。这足以验证中国现阶段推进的金融体系改革在整体上还未形成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匹配的金融体系格局，从而揭示了中国金融体系仍然需要进一步深入与全面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表2-8 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发明专利质量影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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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值，所有回归模型均经过行业的聚类处理调整


表2-9 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实用新型专利质量影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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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表示t值，所有回归模型均经过行业的聚类处理调整


五、稳健性检验

（一）替换固定参照系

本章选用了1997—2009年市场化进程相对最快的江苏作为确定金融发展通过外部融资依赖行业来影响创新活动的固定参照系，来解决可能产生的内生性问题。这可能产生两个令人担心的问题：一是选用江苏作为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固定参照系本身是否具有唯一性；二是当选用其他市场化进程相对较快的省份作为固定参照系时，本章的主要结果是否具有稳健性。客观来看，广东已经成为中国民营企业创新活动最活跃、创新能力提升最快的省份之一。而且，广东的市场化进程在发展速度和改革力度方面在中国均名列前茅。基于如此考虑，在本章的稳健性检验部分，我们选用广东作为固定参照系重新进行相关回归，来检验本章主要结论是否具有可靠性。从相关的稳健性回归结果来看，可以发现：第一，本章所关心的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从而验证了本章核心结论所具有的稳健性。第二，从各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来看，也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从而进一步验证了本章所设定的计量模型的合理性。

（二）替换估计方法

从本章所设定的被解释变量的特征来看，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各省份二分位行业研发投入、三种专利存量，以及三种专利质量，均存在4%~8%的零值。在被解释变量存在一定比例零值的情形下，一般的回归方法可能会导致有偏且不一致的估计结果，从而影响本章结论的可靠性。有鉴于此，本章针对式（2.1）专门采用处理被解释变量存在零值问题的TOBIT估计方法，重新对各估计模型进行相应回归。结果表明：一方面，本章所关心的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仍然未发生本质性的改变；另一方面，对于核心控制变量而言，多数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符号和显著性均保持了一致性，这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本章核心结论所具有的稳健性。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式（2.1）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由于可能遗漏某些重要变量而导致内生性问题的产生。虽然我们在式（2.1）中控制了一系列符合中国现实背景的控制变量，而且控制了省份和年份的交互项以及行业的固定效应，但是仍然存在遗漏某些重要变量的可能，针对这种可能性，我们采取了如下一系列稳健性检验：首先，我们在式（2.1）中纳入行业和省份的交互项，来控制可能由于不同省份的政府政策差异对行业创新活动产生的不同的外部影响。其次，考虑到可能存在的聚类效应，我们用省份替换行业的聚类稳健性估计策略。最后，竞争是影响创新的重要因素，竞争对创新造成了倒U形的影响效应。虽然在式（2.1）中我们控制了行业的虚拟变量，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不同行业所具有的竞争程度的差异，但为了尽可能得到稳健性的回归结果，我们仍然在式（2.1）中纳入反映二分位行业竞争程度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及其平方项。所幸的是，以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没有造成本章核心结论的改变，再次从不同侧面验证了本章结论所具有的稳健性。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章利用1999—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和1985—2013年所有工业企业的专利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在借鉴Rajan和Zingales（1998）、Hsu等（2014）构建的可以解决金融发展和创新之间内生性问题的计量模型框架的基础上，从中国各省份金融发展不同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的典型特征入手，来实证检验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金融业市场化程度三个方面对各省份外部融资依赖行业中创新活动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性，并由此结果来判断中国当前金融体系是否具有全面改革的必要性，进而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指明可能的方向。本章有意义的发现可被归纳为三点：第一，规模扩张方面的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发明专利存量和实用新型专利存量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促进效应，但是，这种规模扩张方面的金融发展对发明专利质量和实用新型专利质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第二，效率转化提升方面的金融发展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以及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存量和质量均未产生显著的作用，但对外观设计专利存量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促进效应。第三，金融业的市场化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研发投入，以及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存量和质量均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金融业竞争程度的提升并不会导致这种抑制效应的产生，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恰是造成这种抑制效应的主要因素。

本章的政策含义非常直接：第一，中国当前金融体系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不匹配性，深刻说明了我国对金融体系全面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第二，中国当前以垄断性质的大银行体系为主的金融体系在动员储蓄向投资转化的过程中，金融资源的规模扩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创新活动的数量，但未对创新活动的质量产生促进效应。而且，金融资源的转化效率并没有有效促进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创新活动的数量与质量，因此，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可能要进一步落实到增强金融体系的效率提升方面，通过大幅度增加地区中、小银行的数量来强化银行体系的竞争性和金融中介机构效率的提升。第三，中国推行的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创新活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的事实深刻表明，当前的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可能并未真正触及市场化改革的核心领域，导致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甚至扭曲。其中，金融业的竞争程度提升并未有效促进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创新活动，而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还对外部融资依赖行业的创新活动形成了障碍，由此深刻说明中国金融体系改革仅着眼于银行体系的市场化改革是不够的，还需要同步全面发展以各种金融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以支撑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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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与就业转换的三阶段论

一、引言

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概念迅速进入人们的视野。

相对于需求侧改革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简称供给侧改革）难度大、发力慢。在这一过程中，生产要素需要被重组，旧的要素配置模式要被打破，而新的配置模式可能还没有形成，我们要做好迎接转型期阵痛的准备。从历史经验来看，不论是美国的里根、英国的撒切尔夫人，还是德国的施罗德，在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都遇到了很大的质疑声、阻力，甚至示威游行。这说明供给侧改革不会一帆风顺，挑战会很大。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供给侧改革会对就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既然供给侧改革不会一帆风顺，它对就业是否也会造成不可预估的冲击？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压力始终居高不下，就业问题总会牵动社会的敏感神经。最近频频见诸报端的企业倒闭问题、裁员问题已经敲响了失业的警钟。在正式拉开供给侧改革大幕之前，认真地考量上述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本章余下部分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考察了上述问题。在理论维度，基于中国的特殊国情，我们提出了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就业转换的三阶段论。在第一阶段，即在改革的初期，落后产能还受到行政机制的保护，就业排斥被延缓，而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由于受到政策红利的刺激，进入爆发式的孕育期，新建企业带动了就业岗位的膨胀，所以就业总体呈扩张态势。但是随着供给侧改革的纵深推进，行政机制逐渐弱化，市场机制逐渐加强，自由竞争使落后产能进入密集的退出轨道，劳动力被大量释放出来。在第二阶段，政策红利的边际效应开始递减，新建的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企业进入生存的考验期，缺乏竞争力的企业死亡，所吸纳的劳动力重新被排斥出来，两者叠加，失业风险此时才会集中爆发。在第三阶段，落后产能退出殆尽，并停止排斥劳动力；同时，新兴产业与服务业企业培育出了真正核心竞争力，并加速吸纳劳动力，国民经济就业便会迎来真正向上的拐点。而在此之前，任何就业上扬都具有临时性和不可持续性特点。

在实证维度，基于中国的实证数据，我们利用修正的估算方法对上述三阶段论进行了检验。我们发现，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了第二阶段的征兆，即传统制造业加速排斥劳动力，而服务业就业吸纳放缓。从国际经验的角度，我们也验证了上述三阶段论，研究发现，在欧美国家供给侧改革的中早期阶段，都曾出现过就业停滞甚至下滑现象。

本章研究的意义在于，它提醒我们，供给侧改革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在推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早期阶段可能会出现一个就业的考验期，失业风险会被放大，对此管理层要有相应的准备，章末我们也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二、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就业转换的三阶段论

（一）供给侧改革的内涵与手段

要探究供给侧改革对就业的影响，首先要理清供给思想的历史与内涵。自1803年萨伊提出“供给创造需求”思想以来，横跨200多年的供给学派经历了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即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对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供给学派理论的否定、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后供给学派主导欧美国家经济管理实践、20世纪90年代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的复辟，以及2008年经济危机后供给管理思想的批判性升华（贾康，苏京春，2014）。

尽管不少学者批评供给学派没有严格的逻辑体系，甚至质疑该学派的存在性，但根据美国《新闻周刊》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总结，这一学派确实集中了大批颇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其中不乏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如蒙代尔、萨金特、弗里德曼等，而拉弗、马丁·费尔德斯坦更是显赫一时。在他们看似松散的理论混搭下其实始终贯穿着一个逻辑主线，即自由市场主义，这也是人们总是将供给学派与凯恩斯主义对立起来的主要原因。不过后来以马丁·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家对这种对立进行了折中处理，不排斥在特殊情形下特别是在萧条周期中实行需求管理的必要性。尽管马丁·费尔德斯坦与拉弗在需求管理的必要性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在对市场机制的作用评价上都是一致肯定的。

供给侧的主要管理手段有三类：一是扩大要素供给总量，比如减税，它通过增加企业的盈利空间来刺激生产积极性。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减免企业与个人的所得税。二是提高要素效率，比如，减少政府干预、放开市场准入、改革国有企业甚至对其私有化，以及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英国供给侧改革主要就是这些措施。再比如，弱化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力度、将劳动资源的配置权交还市场、下调失业保险金、增加企业解雇员工的灵活度、降低企业的解雇成本、打消企业雇用新员工的后顾之忧、强化对员工的培训补贴，以及提高工人的素质和技能。21世纪初，德国政府主要就是采取这些措施。三是封堵落后产能，加速僵尸企业退出，强制将生产要素从落后产业中剥离出来。比如，通过抑制货币超发和政府开支来控制需求的无度扩张，再辅之以高利率，让那些过去优哉游哉的过剩行业中的企业自生自灭；同时，高利率政策又吸引国际资本回流，这些资本被投资于新兴产业，以带动新生产力崛起。这个手段在各国均有使用。

（二）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就业的三阶段特征

中国推行的供给侧改革基本上是在上述手段范畴内进行的，但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基于这种特殊性，它会对就业造成三个阶段不同方向的影响。

（1）改革初期，制度红利迸发，市场作用尚未显现，就业逆势上扬。

与英国、美国等国家类似，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首先强调简政放权，弱化行政干预力度，同时辅以减税手段，扶持新兴产业和服务业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规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转向认缴登记制，由发起人自行约定各方的出资比例、出资方式、出资期限，同时放宽了注册资本的登记条件，取消了各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的限制，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另外，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建立规范的抽查体系。

上述举措大大降低了新企业的开办成本和其他创业成本，激发了社会投资活力，制度红利瞬间爆发。2014年，全国新登记注册企业超过365万家，平均每天新注册企业超过1万家，同比增长45.88%。注册资本金超过19万亿元，同比增速接近100%。由于每个新建企业都要配备基础的就业岗位，比如财务、内勤等，因此它们直接创造了大量的新增就业机会。新注册企业多为小微企业，多被统计在个体私营经济中，所以我们可以从个体私营就业的变化情况窥见一斑。2014年年底，我国个体私营就业人数为2.5亿人，同比增加3117.7万人，增速超过14%。

从企业的生命周期来看，新建企业一般比较孱弱，初创期生存会比较艰难，最需要扶持，为此政府在减税方面进行了较大的尝试。从2012年1月1日开始，我国启动营改增试点，对小规模纳税人由过去按营业额缴税改为按增值额缴税，税负明显降低。从2013年8月1日起，政府又决定对月营业额不足2万元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或营业税纳税人，暂免征收增值税和营业税。据测算，仅此一项，会使600多万户小微企业的年税负减少近300亿元。2014年9月17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进一步将免征范围扩大到月营业额2万元~3万元，同时制定了其他五项小微企业扶持举措，如加大社保补贴、提供培训支持等。

总之，上述措施不仅催生了一大批新企业，而且对它们进行了初创期的保护，这有利于带动新就业岗位，属于增量部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注册的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大多集中于服务业。以2014年新注册的365万家企业为例，服务业企业达到287万家，同比增速超过50%。相应地，就业增量也主要集中于服务业。可以说，服务业就业增长构成了供给侧改革初期的一大亮点。

供给侧改革是一个有保有压的过程。按新常态的定义，它要保的是新兴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它要压的是传统上依靠要素密集投入、投资驱动的落后产业，特别是以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为代表的高耗能、高污染产业。

在供给侧改革初期，制度红利侧重于保的问题，但压的问题难度更大。出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因素的考虑，政府并没有在行政上对过剩产能施行强硬的挤压手段，甚至还进行一些保护，比如通过输出过剩产能使其得以残存。这种行政手段“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特征使落后产业在改革初期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以2013年为例，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仍达到6.11%，虽比2010年的近8%的峰值水平有所下降，但还不足以威胁企业的正常运营。

综上所述，此阶段服务业就业增量上升了，但以落后产能为代表的传统工业部门就业并没有明显下降，所以总体就业形势偏好。如图3-1中第一阶段所示。

（2）改革中期，制度红利递减，市场淘汰机制发威，就业面临考验。

改革初期的制度红利只能催生新企业，但它们能否生存下来，还要接受后续的市场考验，而市场竞争是残酷的，此时制度力量退居二线。这个阶段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新创企业死亡现象。以如火如荼的大学生创业为例，调查表明，成功率不足5%。这并非偶然的，而是一个普遍规律。即便是其他类型的社会创业，源于多种风险性因素的作用，成功率也基本锁定在5%之内的极低水平上。更何况，时值中国经济下行、消费不振，因此创业会更加艰难。2015年，曾经大热的创业咖啡，从三年前的几十家飙升至1000家，然而盈利者寥寥无几，九成处于亏损状态。因此我们判断，在经历早期轰轰烈烈的创业运动后，大批企业将归于沉寂，就业岗位会再度萎缩。

即便少部分企业生存下来了，它们也会给行业中的传统企业带来冲击。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互联网+”对传统商业的巨大冲击。网购使传统的实体商铺优势尽失，市场份额大跌。2014年前三季度，上海网店零售额同比增长21.7%，而百货商店下降了7.1%。据称，欧美国家之所以并不热衷于互联网购物，就是担心它会破坏传统的商业生态链条所附着的一系列消费机会。在传统购物模式下，人们去步行街购物，能营造出商业气氛，并顺带消费其他产品或服务，比如餐饮或看电影。而网购虽然方便了购物，刺激了消费，并增加了快递等新的就业机会，但确实会消灭很多老的就业岗位，这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力量，这已经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供给侧改革中期最大的一股冲击力量来自传统行业的迟到的大面积崩塌。在经历初期制度呵护的缓冲后，它们终将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陷入消退：一方面，供过于求的格局使销售困难重重、收益大幅下滑。另一方面，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进一步挤压其利润空间；而高杠杆下沉重的利息负担使之雪上加霜。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传统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将持续下滑，并最终会降到威胁其生存的水平。2011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25.4%；2013年，该数值降为12.2%；2014年，该数值进一步降至3.3%；到2015年，前8个月的数值已沦为负值，同比下降1.9%。我们再来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据测算，该指标的峰值出现在2010年，为7.96%；2012—2013年，该指标降至6%的水平；2014—2015年，该指标进一步下滑至5%左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的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以内的为4.35%，一年期至五年期的为4.75%，五年期以上的为4.9%。这意味着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已逼近贷款基准利率，盈余空间不大。如果主营业务利润率再下降，那么企业可能连利息都还不起，它们已被逼到悬崖边上。

最近已经出现了不少警示信号：一是大量的民营企业倒闭，包括福昌电子、庄吉集团这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明星企业，倒闭潮直接排斥了大量的劳动力，造成所谓的裁员潮。二是国民经济主导力量——国有企业也出现支撑不住的迹象。国家开始出重拳清理僵尸企业，特别是钢铁、水泥、煤炭、石油等产能过剩最严重的八个行业。国企裁员风声鹤唳，比如，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简称武钢）裁员风波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简而言之，在这个阶段以新兴产业、新建企业为代表的新生力量还非常孱弱，就业增量会放缓甚至回落；而传统产业会出现大面积衰败并加速排斥劳动力。在二者的综合作用下，就业会迎来真正的挑战。如图3-1中第二阶段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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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就业演进的三阶段特征



（3）改革后期，落后产业退出殆尽，新兴产业崛起，就业迎来向上的拐点。

一方面，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新兴产业的培育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若干年的技术储备、人才储备和制度储备，正如美国信息技术产业崛起一样。只有当这些条件具备时，新兴产业才能越过生存期的考验，迎来发展期的快速扩张，并带动就业岗位的快速膨胀。另一方面，传统产业被置换完毕，劳动力排斥过程结束。两方面因素相结合，总就业呈稳步增长态势。此时国民经济的主导地位转向新兴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应地，就业重心也转向这些产业。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为例，服务业占总就业的比例普遍超过70%。在美国该比例超过85%，其中以信息技术、金融业、咨询、设计等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占近一半。

这时就业会迎来真正的向上的拐点，如图3-1中第三阶段所示。


三、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检验

虽然供给侧改革概念是由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第一次正式提出的，但实际上此前政府就已着手推动这一改革，最典型的标志就是2012年的营改增试点、2013—2014年的减免税、2014年公司注册制度的改革。这些都表明政府已经希望从改善供给的角度来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只不过当时需求侧管理在调控的两个轮子中仍占据着较为重要的位置。

（一）供给侧改革的初始三年，就业持续上扬，且主要来自服务业

自2012年以来，中国出现了就业持续增长的局面，这与经济下行的背景形成了鲜明对照。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首次“破八”，为7.7%，但就业形势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甚至出现了逆势上涨的势头。2012年，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266万人，与2012年年初的900万人目标相比，超额完成40%多。2013年经济增长率维持在7.7%的水平，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达1310万人，比2013年年初的900万人目标相比，超额完成46%。2014年，经济增长率进一步降至7.4%，但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为21世纪以来的最高值，达1322万人，与2014年年初的1000万人目标相比，超额完成32%。

其他一些指标同样可以验证就业形势向好的判断。以2014年为例，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09%，城镇调查失业率在5.1%左右，二者均维持在较低水平。2014年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540万人，困难人员就业170万人。向好的就业形势使工资出现了进一步的向上运动趋势。2014年，全国有19个省（市/自治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幅度达到14.1%。从求人倍率来看，100个城市的监测数据显示，2014年该指标大致维持在1.11，说明劳动力供求关系基本平衡偏短缺。

农民工就业状况一直是我国劳动力市场走向的晴雨表。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4亿人，比2013年增加501万，增幅为1.8%，其中外出农民工增长1.3%，本地农民工增长2.8%。尽管农民工增速在持续下降，但考虑到基数的不断增加，总量扩张仍是可观的。

从结构上看，这几年的就业增量主要来自服务业，以传统制造业、建筑业为代表的第二产业就业则出现了停滞甚至小幅下滑，这是与以往不同的一个特点。

先看服务业。2012年，服务业就业人数达2.769亿人，比2011年增加408万人，尚属温和。2013年，服务业进入快速增长通道，就业人数达2.96亿人，比2012年增加1910万人。2014年，服务业就业人数则越过3亿人大关，达到3.14亿人，比2013年增加1800万人。与此相应，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就业占比也快速上升，特别是自2013年开始，上升趋势非常明显。此前服务业的就业占比每年上升不足1个百分点，但2013年升幅达2.4个百分点，升至38.5%。2014年升幅达2.1个百分点，升至40.6%。

服务业就业增长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餐饮、住宿、零售等为代表的传统的消费服务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消费服务业需求庞大，它们又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就业带动能力很强。以2014年为例，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的数据，2014年市场用工需求最大的岗位分别是：餐厅服务员、厨师、收银员、保安、购销人员等。二是互联网等高新技术所带动的新兴服务业，比如网销、物流、快递等岗位。以快递业为例，2014年，该行业直接吸纳了120万人就业，支撑的网购就业超过1000万人。正因为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简称国家人社部）多次提到，近年来新兴服务业崛起是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再来看第二产业。以传统制造业、建筑业等为代表的传统产业主要集中于第二产业，因此，它的就业数据能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传统产业的就业变化趋势。2012年，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为2.32亿人，比2011年增加近700万人，尚维持较强的增长动力。2013年，动力开始衰竭，就业人数基本维持不变，比2012年略微减少71万人。2014年这一格局未变，巧合的是，就业人数比2013年也减少了71万人。从第二产业的就业占比来看，这三年来也基本维持在30%左右小幅波动。

上述数据说明，在2012—2014年这三年间，不仅就业数量在增加，而且就业重心正从第二产业转向服务业。这一趋势可以从农民工就业的结构性变化再次反映出来，2014年，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中的就业比重比2013年下降0.2个百分点，降至56.6%；而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上升0.3个百分点，升至42.9%，其中，从事批发零售、交通运输、邮政仓储、住宿餐饮等行业的比例均有所提高。

上述变化与我们对供给侧改革第一阶段就业变化的预测完全一致。

（二）随着供给侧改革的推进，目前就业增长已出现放缓的趋势，特别是服务业就业增长速度开始放慢，而第二产业开始加速排斥劳动力

2015年，供给侧改革进入第四个年头，通过测算我们发现，就业开始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变化痕迹。这里我们要首先说明一下测算方法。

我们知道，劳动需求是一种引致性需求，从根本上讲，就业量的变化取决于产出的变化，这里的产出指产出的绝对量，而不是比率，但从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开始（Sollow，1956），包括奥肯定律（Okun，1962），人们为了讨论的方便，已习惯于将就业问题（以失业率为代表）与产出增长率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并使就业弹性这一指标得到了广泛应用（张车伟，蔡昉，2002；丁守海，2009）。但它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产出基数要保持一致，否则，一个百分点的产出变化所导致的产出绝对量的变化会相差很大，所引起的就业变化也会相差很大。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条件已经很难具备了。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为40万亿元。2014年GDP提高到63.6万亿元，2014年一个百分点增速所对应的GDP增量是4万亿元。如果忽略技术上的变化，那么同样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速所带来的就业增量是不可比的。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接下来我们将放弃就业弹性的估算方法，从基于产出绝对量的变化来估测就业量的变化。

从国民经济的行业构成来看，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工业，第三产业中的房地产业、生产型服务业、消费型服务业，都是非农就业的主要场所。本章将利用基于产出绝对量的方法来估算2015年这些产业的就业状况，主要结果如下。

1.第二产业将加速排斥劳动力，规模可能会突破300万人

第二产业包括建筑业和工业两个部类，接下来我们分别进行说明。

（1）源于房地产业的去库存压力，建筑业就业扩张举步维艰。

作为一个特殊行业，建筑业的从业人数与房屋施工面积有较强的相关关系。假设近年来建筑业的生产技术条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那么我们可以基于施工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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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单位施工面积所匹配的就业人数来测算当期就业人数。

首先看施工面积。建筑业这几年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去库存，虽然自2014年以来，一系列政策刺激了房地产销售，但施工面积并没有明显扩大。2015年前三季度施工面积与2014年同期相比仅增加1.4%，为106亿平方米。现在我们来看全年的施工面积数据，从往年数据来看，全年建筑业施工面积与前三季度的施工面积呈稳定的比例关系，基本维持在1.2左右，取2010—2014年的平均值即1.21，乘以2015年前三季度的106亿平方米，那么全年施工面积应为128亿平方米。

再看单位施工面积的就业人数。建筑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每平方米所需的就业人数是比较稳固的，技术进步等外生因素对其影响较小。从往年数据来看，建筑业的就业人数确实与施工面积呈明显的线性关系。自2013年以来，每万平方米施工面积所匹配的就业人数基本稳定在40人左右。

将二者相乘，可以得出，2015年建筑业总就业人数大约为5120万人。而2014年为4961万人，仅增加159万人，增幅只有3.2%，近乎停滞。

（2）工业部门将继续加速排斥劳动力，规模接近500万人。

对于工业部门，我们将基于GDP增加值，再乘以每亿元GDP增加值所匹配的就业人数来进行测算。首先看全年GDP增加值，2015年前三季度为16.73万亿元，从2010年以来的情况看，全年GDP增加值与前三季度GDP增加值的比例非常稳定，一直维持在1.37~1.39，我们取这五年的平均数，即1.38，那么2015年全年GDP增加值约为23.09万亿元。再来看每亿元GDP增加值所匹配的就业人数。从往年数据来看，该指标从2010年的1096万人逐渐回落至2014年的795万人。这种变化可能是由劳动节约型的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利用趋势平滑的方法，2015年每亿元GDP增加值所匹配的就业人数应该回落至765万人左右。

将二者相乘，可以得出，2015年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应该为17664万人，与2014年相比，绝对减少473万人，延续了2013年以来连续下跌的趋势。2013年、2014年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分别比上一年减少了390万人和532万人，现在这个趋势没有缓和。

综合建筑业和工业部门，2015年第二产业的总就业人数应为22784万人，这是继2013年以来的第三年下降，2013年比2012年减少71万人，2014年比2013年减少71万人，2015年比2014年减少300多万人，加速趋势明显。

2.第三产业的就业速度将放缓，特别是消费服务业会更明显

根据传统的分类方法，服务业可以分为生产型服务业、消费型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格鲁伯，沃克，1993）。考虑到公共服务业多为体制内单位，就业机制有较强的行政性，就业人数不会出现较大波动，所以，我们只考虑前二者的就业变化情况。另外，考虑到房地产业的特殊性，本章将它单列出来考察。

（1）房地产业小幅回升，就业人数比2014年略有增加。

多年来，作为建筑业的下游产业，房地产业一直是驱动我国经济增长、带动就业的重要引擎，但近年来房地产业步入停滞状态，随着2014年年底以来一系列刺激政策的出台，它又出现了一定的回升迹象，房地产就业也有一定复苏。

从往年情况来看，房地产业每亿元增加值所匹配的就业人数一直较稳定，2013年为195人，考虑到短期内技术条件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人均劳动生产率应该与2013年不会有太大出入，在估测2014—2015年就业人数时我们仍沿用这一数字。2015年，房地产业前三季度的增加值为29848亿元，从往年情况看，房地产业全年增加值与前三季度增加值的比例一直稳定在1.39左右，因此，可以预测，2015年全年房地产业增加值为41489亿元，结合房地产业每亿元增加值匹配就业人数195人的指标，可估算出2015年全年房地产业从业人员为809万人，比2014年增加65万人，幅度不大。

（2）生产型服务业就业人数基本保持稳定，增幅未出现明显放大。

生产型服务业是为生产服务的，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的出现，很多过去的生产型服务工作脱离了企业，由社会机构承接，比如交通、邮政储蓄、金融等。

2010—2013年，生产型服务业每亿元增加值所匹配的就业人数一直稳定在408~466人，并没有系统性的变化趋势，我们取其平均值即每亿元增加值所匹配的就业人数437人。2015年前三季度生产型服务业的增加值为65081亿元。自2010年以来，生产型服务业全年GDP与前三季度的比例一直在1.35~1.36，取其均值1.355，可以计算出2015年全年生产型服务业的增加值为88185亿元，结合每亿元增加值所匹配的就业人数434人，可知2015年全年生产型服务业就业人数应该在3827万人左右，比2014年增加545万人，而2014年比2013年增加526万人，可见增幅稳中略有扩大。

（3）消费型服务业就业人数温和扩张，增幅开始大幅放缓。

消费型服务业主要包括批发、零售、住宿、餐饮、旅游等传统服务业。

从近年的数据来看，2010—2013年，消费型服务业每亿元增加值所匹配的就业人数呈窄幅波动，数值基本在1782~1977人，由于没有系统性的变化趋势，故我们取其平均值即每亿元增加值1880人。2015年前三季度消费型服务业的增加值为56451亿元。自2010年以来，消费型服务业全年GDP与前三季度的比例一直稳定在1.39左右，非常平稳，据此可计算出2015年全年消费型服务业增加值为78467亿元，全年就业人数应该在14752万人左右，比2014年增加911万人。从绝对值上看，增量较大，但2014年比2013年增加1523万人，可见增幅已经出现了大幅萎缩。

简而言之，如果只考虑上述几个代表性部类，2015年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将比2014年增加1521万人，而2014年这个数字为2092万人，增幅已大幅收窄。

3.综合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非农产业的就业增幅将步入放缓通道

将两大产业加总，可以发现，2015年非农产业中几个代表性部类的总就业人数为42084万人，比2014年增加1167万人；而2014年为40917万人，比2013年增加2020万人。
[2]

 可见，非农产业的就业增量将出现明显放缓。尽管这一阶段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就业崩溃，但停滞甚至向下的苗头已经初现端倪，可以说，这能初步验证我们对供给侧改革第二阶段就业变化趋势的预测。




[1]
 施工面积指报告期内施工的全部房屋建筑面积，包括本期新开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上期跨入本期继续施工的房屋建筑面积、上期停缓本期恢复施工的建筑面积、在本期竣工的房屋建筑面积、本期施工后又停缓的房屋建筑面积。


[2]
 注意，这里的就业增量与城镇新增就业不是完全等同的概念，后者囊括了所有非农产业的就业，而本章所估算的就业并没有包括所有非农部门，特别地，服务业中我们只考虑了房地产业、生产型服务业、消费型服务业等有代表性的部类，而没有考虑科、教、文、卫等其他部类。以2014年为例，第三产业总就业人数为31364万人，而上述几个部类大约为17818万人，只占第三产业总就业人数的56.8%。


四、国际经验的进一步验证

上文只检验了供给侧改革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就业变化情况，因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时间不长，尚处于攻坚甚至攻坚前夜的阶段，所以还没有办法检验第三阶段的就业变化特征。接下来我们将结合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是美、英、德等供给侧改革较为成功的国家的经验，来验证供给侧改革全过程的就业变化轨迹。需注意的是，这些国家都有成熟的市场机制，所以与前述三阶段论略有不同，它们只有后面两个阶段。

（一）美国供给侧改革及其就业起伏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开始陷入滞胀的泥潭。1980年，经济增长率降为-0.27%，通货膨胀（简称通胀）率超过13%，失业率超过7%。1981年，里根执政后摒弃了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思想，转向古典自由主义框架下的供给管理思路，大胆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旨在提高要素生产率。

1.减税

当时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最高已达70%，企业所得税税率高达46%，严重遏制了私人部门的生产积极性。基于1974年拉弗曲线的基本思想，里根在执政期间主导了两次大的减税改革，即1981年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和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减税行动包括：（1）大幅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最高边际税率由原来的70%一次性降到50%，后又于1987年降至38%，1988年进一步降至33%。据统计，中等纳税群体的税负因此减少了1/3，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群体不再缴税。（2）所得税指数化，按物价指数自动扣减纳税人的纳税基数和适用税率。（3）加速折旧，厂房折旧期由原来的32年~42年缩短为10年~15年，设备折旧期由原来的5年~15年缩短为5年，汽车则缩短为3年。（4）下调资本收益税的税率，从49%降至20%，对风险投资的60%免税。这些举措不仅刺激了消费，更刺激了投资积极性。1982年，新工厂和新设备的投资增速超过15%，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高速度，更重要的是，风险收益税的下调刺激了大量资金流向高新技术产业。

2.压缩政府开支

减税行动使美国政府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第一次削弱了财政对税收的依赖，但为了实现财政平衡，政府又大幅度压缩公共支出。为控制财政赤字，美国于1985年通过了《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当赤字超过一定水平时，开支将自动削减。当然，从实施效果来看，并不理想。美国供给侧改革最饱受争议的问题就是赤字问题。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巨额利息负担削弱了美国政府的力量。

3.收缩银根

里根经济学采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学派的观点，以M2作为货币政策的调节中介目标，将M2增长率维持在经济增长率和预期通货膨胀率之和的水平上，控制货币超发和通货膨胀。该政策通过紧缩货币提高了利率水平，又通过促进资本回流改善了国际收支账户的赤字问题。高利率与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相结合，使房地产等传统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受到巨大冲击，保护伞被打破。

4.减少行政干预，放松市场准入

减税是减少政府干预的一个典型例证，同时，里根政府采纳斯蒂格勒的产业准入思想，在中观层面调整了产业准入条件。在运输、通信、能源、金融等传统保护领域进行大刀阔斧的去管制运动，放松了这些领域的市场准入限制，通过引入有活力的新兴资本来强化竞争。因此，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还举行了上百次的关于行业准入的听证会。

5.扶持新兴产业发展

基于国家创新机制，美国政府强调军工技术带动民用技术，即以航天、电子、核能、生物、新材料、计算机等军工技术带动新兴产业的崛起，既达到了重整军备的目的，也补充了国家经济实力，并带动了产业结构升级。为完成这一切换，政府须改善新兴产业的运营环境。因此，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的技术创新法和中小企业专利程序法来保护创新企业的利益。

上述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被称为里根时代。从1983年开始直到1989年里根离任，美国的年度经济增长率都维持在3.2%以上的合意水平上，1984年甚至一度突破7%，创造了连续7年的稳定增长局面。国家经济实力大增，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这典型反映在产业结构的变迁上：钢铁、煤炭、工业机械等传统制造业江河日下，并不得不借助国际资本转移出去；而电子、通信、信息、军工、生物工程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迅速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

当然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在创造性破坏力量的作用下，美国经济也经历了较大的反复和震荡，特别是在改革初期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触及了不少既得利益者的利益。1981年，里根总统遇刺就说明这种风险是剧烈的。在劳动力市场，它所带来的影响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下行的痛苦。

对于就业的反复过程，我们可以通过以下两张图清晰地反映出来。

图3-2显示，在1981年推出供给侧改革后的最初两年，美国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急剧上升，从7.6%上升至1982年的9.7%和1983年的9.6%，就业形势的恶化跃然纸上。随着改革的推进及新兴产业的逐步崛起，失业率才重新下降，并不断创出新低。1984年，失业率回到了改革前的水平，为7.5%。1986年，失业率降至7%。1989年，失业率已降至5.3%的合意水平，就业复苏势头非常强劲。

从图3-3可以看出，美国在1981年启动供给侧改革后的两年时间里，传统制造业的退出使制造业就业人数大幅下降。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81年为2181.7万人；1982年降为2028.6万人，剧减153.1万人；1983年又进一步降至1851.1万人，比1982年又减少了177.5万人，减幅进一步扩大。在制造业的带动下，工业就业人数也出现了同步大幅下滑，1981年工业就业人数为3019.1万人；1982年降为2825.6万人，减少193.5万人；1983年又降至2589.4万人，比1982年减少236.2万人。可见，在最初两年时间里，制造业、工业乃至整个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排斥程度是很猛烈的。而此时，服务业就业也没有明显改善，就业规模并没有明显扩大，特别是在1982年，服务业就业人数为6786.9万人，只比1981年增加了100万人左右，力度非常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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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美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失业率的变化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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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美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各大部类就业人数的变化轨迹

所以从总体上看，在美国供给侧改革的最初两年，劳动力市场经历了阵痛。1982年非农就业人数比1981年绝对减少，幅度达到近百万人。直到1985年之后，第二产业的劳动力排斥过程才结束，就业人数开始略有回升，但每年规模仅在40万人之内，这时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开始崛起，就业规模每年以超过200万人的速度扩张，它带动了国民经济总就业规模的快速膨胀，非农就业每年以230万人以上的速度递增。美国就业这时候才迎来了真正高质量的拐点。

（二）德国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就业变化

从严格意义上讲，德国供给侧改革可溯源至20世纪80年代末。1985年，在一些利益集团的游说下，美国政府结束了汇率的放任政策，开始干预外汇市场。除了众所周知的《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外，西德马克价值也大幅飙升36%，西德经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1990年，两德统一花费了大量的财政经费，连同高税收、高福利、市场僵化等因素的作用，德国经济步履维艰。当1998年施罗德上台执政时，失业率高达11%，经济增长率近乎为零。

与当年日本通过超发货币来刺激经济不同，施罗德政府认为，需求管理只能暂时性地解决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宽松货币政策只能一次性降低企业投资成本，长期投资行为主要还是取决于利润率状况。只有改善企业的盈利状况，才能从根本上刺激企业的投资和生产行为。自此，施罗德开始着手整顿经济，并正式启动了供给侧改革。如果将两德统一前后断断续续采取的改革措施综合起来，那么可以总结成一句话——打破以“高税收、高福利、高支出、强管制”为特征的政府干预体系，让位于市场机制。

（1）结构性减税。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从48.5%降至42%，最低限度则从19.9%下降到15%；企业所得税税率也从25%下降到19%。大幅减税可以提振经济主体的税后边际收益，进而刺激消费和企业的投资动力。新兴产业减税力度更大。

（2）结构性压缩财政开支。与美国类似，在税收减少的情况下，为保持财政平衡，德国政府也大幅压缩财政开支。但对于国家鼓励的新兴产业，德国政府仍加大财政补贴的力度，特别是那些周期长、风险大的行业，补贴力度更强。

（3）劳动力市场去管制化。长期以来，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诸国，由于采取高失业保险、高劳动保障的福利政策，劳动力市场僵化问题特别突出。企业用工成本高，裁员风险大。导致的结果就是，企业不敢扩大生产，不敢多雇用员工；而劳动者由于有丰厚的失业保险兜底，也没有参与劳动的积极性。针对这些问题，施罗德政府制定了名为《2010议程》的长期改革纲领，以打破僵化的劳动力市场。施罗德亲自与强大的工会进行谈判，迫使其接受更低的工资以换取工作保障。同时，政府同意削减占企业工资税40%的失业津贴和社会福利，调低过高的退休金，削减失业救济力度，放宽僵硬的工时管制，减少对企业裁员行为的限制和干预。这些举措不仅减少了政府干预的力度，也限制了工会和行业协会的力量，强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和活力。

（4）扶持企业研发，并提供员工培训补贴，为其提供人力资本支持。德国对人力资本的重视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拿破仑战争时期以及柏林洪堡大学的建立。每一次大的结构转型，几乎都可以看到国家在人力资本投入方面的影子。此次供给侧改革也是一样，通过国家扶持，德国克服了培训领域的市场失灵。

德国的上述改革措施取得了公认的成功，以至于2008年经济危机后，在欧洲，德国经济一枝独秀，率先复苏，成为支撑欧盟经济运转的重要力量，并与意大利、希腊形成鲜明对比。但与美国一样，德国供给侧改革在早期也遭遇了重重困境。施罗德民望曾一跌再跌，甚至有6万社会民主党（简称社民党）党员要求退党。

在就业领域，供给侧改革也导致了先抑后扬的变化趋势。如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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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德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失业率的变化趋势



如果以2003年出台长期改革纲领为改革启动的标志，那么可以看出，在改革后的三年时间里，失业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上升的。失业率在2003年为10.5%，到2004年升至10.6%，2005年则达到11.7%，2006年仍然高达10.8%。从2007年开始，失业率才开始明显下降，降至9%。此后一路下行，2012年失业率开始降到7%以下；2014年失业率降至6.7%，就业改善的效果非常明显。德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各大部类就业人数变化轨迹如图3-5所示。

从各大部类就业人数变化的情况来看，2003年，工业就业人数为1129.3万人，比2002年大幅下降，猛减403万人；而服务业就业人数为2358.8万人，只比2002年增加128万人；非农就业人数大幅下降，比2002年减少275万人。2004年，工业进一步排斥劳动力，就业人数降为1110.8万人，比2003年减少18.5万人；服务业就业人数升为2391万人，比2003年增加32.2万人；非农就业人数比2003年小幅增加137万人。2005年，工业就业人数降至1085万人，比2004年减少25.8万人；服务业就业人数达到3464.8万人，比2004年增加1073.8万人；非农就业人数开始明显攀升，比2004年增加480万人。从2006年开始，一方面，工业部门的劳动力排斥过程结束，而且每年还有近百万人的增幅；另一方面，服务业就业人数稳步增长，国民经济就业开始稳步向上。尽管在2008年，由于经济危机的冲击，就业人数曾短暂回调，但很快又回到上升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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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德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各大部类就业人数变化轨迹



（三）英国供给侧改革与就业演进

英国在20世纪70年代遭遇严重困境，当撒切尔夫人上台执政时，通货膨胀率超过两位数，经济增长率为负，同时面临着严重的失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为国企过多、国企运行效率低下、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工会力量强大，以及僵化的运行体制严重遏制了资源配置效率。这种病根与当时的德国很类似，为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撒切尔夫人进行了果断的结构性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国企私有化，打破市场禁区。这是撒切尔改革的标志性动作，它掀起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西方世界的私有化浪潮，通过将国有企业股份出售给个人，使私人资本开始进入原来只有国家资本才能涉足的领域。1979年，只有航空、航天、造船工业没有启动私有化，其他行业均被出售。1983年，像罗尔斯罗伊斯公司这样著名的军工企业也出现在私有化之列，此外还包括英国电信公司、英国航空公司、莱兰汽车公司等重要企业巨头。一般认为，水、电、气等基础设施行业具有典型的准公共物品属性，可以由国家来垄断经营，但也被私有化。撒切尔夫人还采取强硬手段对煤矿、铁路进行私有化或予以关停，15个国营矿场先后被强制关闭。1990年，在撒切尔夫人离任时，国有工业资本已大幅减少60%。

（2）减少行政干预。秉承哈耶克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撒切尔夫人认为，不必要的经济管制是妨碍要素效率的根本。为此她关闭了一些政府部门（如原来的物价管制委员会），缩小国家企业局的权限，同时废除了180多项限制经济活动的规定，废止了延续近40年的外汇管制条例，让英镑汇率自由浮动。

（3）大幅减税，同时缩小政府规模，大幅压缩政府的各项开支，特别是用于教育、医疗、福利等领域的福利开支，着力打造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小政府”。

（4）打击工会力量。当超越合理的限度后，工会力量与政府干预一样，都会成为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障碍。与后来的德国施罗德政府一样，撒切尔夫人也对工会力量进行了限制，并且手段更强硬。1984年，英国矿工联合会发动罢工，以阻挠私有化进程。撒切尔夫人决不妥协，在储备了足够的电煤之后，对罢工进行武力镇压，工会无条件投降。工会势力对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干扰被遏制。

（5）紧缩货币。撒切尔夫人也是一个坚定的货币主义者，自上台开始就控制货币发行速度，通过紧缩银根遏制住了通货膨胀，并与需求管理决裂。

撒切尔夫人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成功，被称为“挽救了英国的颓势”。但与里根、施罗德一样，此次改革也遭遇了重大阻力，罢工与抗议不断。在改革的最初几年，撒切尔改革给劳动力市场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如图3-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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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英国供给侧改革前后失业率的变化轨迹



从图3-6可以清楚地看出，在1979年推出供给侧改革后的几年时间里，英国失业率出现了大幅上升，这是结构升级所要付出的代价，也是撒切尔夫人的压力所在。失业率在1979年为4.5%，到1980年升为7.4%，此后一路攀升，1984年已飙升至11.2%，并在此高位横亘了三年。直到1987年，失业率才跌回9.1%，至1990年撒切尔夫人离任，失业率已降至6%左右的合意水平。在这个时候，英国的结构调整才算基本完成，后来虽然也经历过1992年的起伏，但就业形势基本逐步好转。结构转型使英国成为后来欧洲经济运行较为稳定的国家之一。

通过以上三个国家的经验事实可以看出，在供给侧改革的早期阶段，劳动力市场都会经历一次震荡，传统产业加速排斥劳动力，而新兴产业的就业扩张又会出现真空期，使失业率攀升。只有经历这个痛苦的考验期后，就业才会稳步回升。这一现象与前述对供给侧改革后两个阶段就业变化的预测是完全一致的。


五、结论性评语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供给侧改革绝不会一帆风顺。相对于需求侧管理来说，供给侧改革不是一个帕累托改进的过程，它会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并带来一定的震荡。那么，供给侧改革会对就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本章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对这一问题展开了分析，并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1）理论分析表明，供给侧改革会对就业造成三个阶段不同方向的影响。开始时，基于制度红利对新兴产业孕育期的刺激，以及行政机制对落后产业的过度保护，就业只有增量，没有减量，劳动力市场呈向好格局。但随着改革的推进，制度红利递减，市场机制发威，落后产业终被淘汰，市场开始加速排斥劳动力，而新兴产业中新建企业开始面临生存期的真正考验，大批死亡，并重新释放劳动力，此时就业总体呈下行趋势。只有当越过这一考验期后，结构转型才能成功，新兴产业的崛起带动新型就业岗位稳步扩张，而传统产业已消失殆尽，劳动力排斥过程结束。这时，劳动力市场才会迎来真正向上的拐点。

（2）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我们发现，自2012年供给侧改革启动以来，在最初的三年时间里，就业确实呈逆势上扬的趋势，其中以服务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功不可没，而传统制造业也没有大面积地排斥劳动力。但从2015年开始，这一趋势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传统产业劳动力排斥速度开始加快，而服务业的就业扩张速度开始放缓，其中消费型服务业大幅度放缓，而生产型服务业就业尚未强劲崛起，可谓青黄不接。可以说，中国正面临供给侧改革第二个阶段就业特点的考验。

（3）基于美国、英国、德国三国的供给侧改革实践，我们又从国际经验比较的角度考察了供给侧改革过程中就业变化的趋势。结果发现，这三个国家在供给侧改革的早期阶段都曾出现过明显的就业震动。工业部门大面积排斥劳动力和服务业就业缓慢增长导致失业率不断攀升。经历大约3年~5年的阵痛期后，劳动力市场才能迎来真正的复苏。这能大致验证我们对改革后两个阶段就业变化的预测。

上述结论提醒我们，在供给侧改革纵深推进的今天，我们必须对可能出现的就业冲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而不能为暂时的就业繁荣所麻痹。对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首先，我国应对传统产业退出和新兴产业崛起的进度进行全面的预测和统筹，避免短期内火力过于集中而造成过猛的就业震荡。传统产业不能不退出，但也不能塌方式地退出。新兴产业不能不扶持，但也不能用违背客观规律的方式来扶持。市场作用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对就业变化做到心中有数。其次，供给侧改革要未雨绸缪，不能照搬西方。如果改革成功了，那么我们究竟要建立怎样的有效率的要素配置结构？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就业始终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不能光顾效率不顾就业。德国的无人工厂效率是高，但要搬到中国会出大问题。我们要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发展顺序。再次，为解决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人的问题，我们应借鉴德国政府的做法，加大培训扶持，用“看得见的手”来解决培训领域的市场失灵，切实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避免可能出现的结构性失业。最后，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失业浪潮，应强化社会安全网的建设。利用政府、企业、个人及社会的多方力量，完善失业人员的救济保障。同时，为了避免欧洲曾经出现的“社会保障养懒汉”现象，我国还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既不能让失业人员没有饭吃，也不能让他们失去再就业的压力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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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常态下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实证分析及政策建议

一、引言

中国的收入差距（或称为不均等）在2015年之前的十年间一直居高不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03年以来，我国的基尼系数一直在0.47以上，最高达到了2009年的0.491。尽管2014年基尼系数首次跌破0.47，降为0.469，但仍然远超国际警戒线0.4的水平。多位学者认为，中国收入差距持续过大是一个焦点问题。然而，中国的收入差距究竟是由人们面临的机会不均等导致，还是机会均等下市场竞争的结果？对于这个问题，已有文献尚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提出，一个国家存在收入差距未必是坏事。如果收入差距是由每个人后天的努力程度不同造成的，那么这样的收入差距是可以接受的，而且这会激励低收入者努力工作。多位学者认为，社会真正不能接受的收入差距是由个人后天无法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差距（Dworkin，1981；Sen，1985；Arneson，1989）。把上述观点融入经济学的模型中，Roemer（1998）认为，决定每个人收入的因素可以被归结为两大类：一是环境因素，如家庭背景、性别、出生地等。这类因素是人的后天努力所无法控制的，或者说超出了人们主观控制的范围；二是个人的努力，指受人们后天行为和选择的影响，属于某种程度上个人可以控制的因素。Roemer把环境因素导致的不均等称为机会不均等，并认为机会不均等才是一个社会应该真正关注并解决的问题。世界银行在2006年的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中正式提出了机会均等的概念，即决定一个人成功与否的因素在于自身的努力程度和付出，而不应该是外在环境因素，如性别、人种、家庭背景、出生地等。庄臣忠和拉维·坎布尔（2013）、Zhuang等（2010）都认为，机会均等是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核心内容。在过去十几年间，很多文章例如Bourguignon等（2013）、Ferreira和Gignoux（2011）分别研究了美国、欧洲、拉美和阿拉伯国家的机会不均等问题，并提出了较为标准化地测量一个国家机会不均等程度的方法。这些研究表明，发达国家机会不均等程度普遍较低，一般解释总收入差距的20%以下，而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国家的机会不均等程度很大，能够解释总收入差距的30%以上。然而，专门研究中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文献还非常有限。本章试图填补这个空白。

本章按照国际上通用的定义，把机会不均等定义为由人们无法主观控制的因素引起的不均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家庭背景通常来说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比如父母的学历、社会关系等。因此，如果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完全是由家庭背景不同引起的，而不是由相同家庭背景下个人努力程度不同引起的，就说明机会不均等程度非常高。

研究机会不均等问题至少有以下三个重要意义。第一，从规范经济学的分析视角看，多数经济学家和政策决策者都认为机会不均等，而不是结果不均等，才是一个社会应该真正关注的问题。著名发展经济学家Ravallion和Lokshin（2000）提出过“隧道效应”，指出如果每个穷人都能看到变富有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就构造了一种社会阶梯，使得每个人都充满希望进而努力工作，就比如那些在隧道中等火车的人，他们也许没赶上这班列车，但是相信自己能赶上下一班列车。他们提出，只要社会构建了这种社会阶梯，就无须担忧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中国也有很多学者赞同这种强调机会均等的概念。白重恩（2006）指出，收入差距究竟是由机会不均等导致，还是机会均等下市场竞争的结果，这一问题的答案对理解我国收入差距成因及对策至关重要。夏晓华（2013）引用中国南宋时期的例子，也证明了机会均等的重要性。中国南宋时期的贫富差距也相当严重，但是贫富差距本身并没有带来社会的不稳定，这主要归因于南宋的取士制度，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商人、僧道、农民，甚至是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底层民众而言，社会都提供了在可预期的将来实现命运转变的机会。

第二，机会不均等不仅是学界和政界较为看重的问题，也是普通民众真正关注的问题。Alesina和Angeletos（2005）、Bénabou和Tirole（2006）的研究表明，普通民众对于一个社会公平与否的认识主要来源于这个社会机会均等的程度，而不是宏观测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如基尼系数等。

第三，机会不均等不仅影响社会公平，而且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重要影响。只有由机会不均等产生的收入差距才会制约经济增长，而由人们后天努力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反而会刺激经济增长。因此，准确测量出中国收入差距中有多少比例是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显得尤为重要。

本章将运用2012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测量中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并计算出由机会不均等所造成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比例，进而探究造成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本质原因和解决思路。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章有以下四点主要贡献。

第一，本章增加了机会集合中包含的环境因素内容，进而能够更加准确地度量机会不均等程度。已有研究在测算机会不均等时，只用了少数几个环境因素，如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性别。如果机会集合中含有的因素过少，那么会低估机会不均等程度。家庭背景是个人无法决定的因素，同时对收入有重要的影响。鉴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提供了丰富的家庭背景数据，本章在环境因素中除了包括传统的性别变量，还囊括了众多反映家庭背景的变量，具体包括个人在14岁时的家庭经济地位、父母各自的受教育程度、父母各自的工作性质及职务。由于这些变量都是在个人14岁时的指标，所以不太会受个人努力程度的影响。此外，本章把出生时的户籍类型也作为家庭背景的一部分，加入机会集合中。众所周知，每个人出生时的户籍类型和所在地主要是由父母的户籍类型决定的，而且对个人的收入有重要影响（Fields等，2013）。把出生时的户籍类型加入机会集合在以前的研究中也是没有的。

第二，本章将运用最新测算机会不均等的方法，即泰尔指数来测量机会不均等的绝对程度和相对程度，这是本章在研究方法上的一大创新。已有研究多用基尼系数来测算收入差距和机会不均等。但基尼系数并不具有可加可分解性，因而采用基尼系数不能准确测算出总收入差距中有多大比例是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Shorrocks，1980）。本章将采用Ferreira和Gignoux提出的方法，即通过分解泰尔指数（也就是平均对数偏差）来测算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比例。Shorrocks（1984）的研究表明，泰尔指数是可加可分解的测量指标，因而能更准确地测量出机会不均等的相对程度，这也是本章在方法上对研究中国机会不均等问题做出的贡献。

第三，本研究不仅要分析中国总体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还要对每个年龄组进行分开讨论，特别是测算在年轻人中，有多大比例的收入差距是由机会不均等造成的。年轻人是未来中国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应该更加重视他们面临的机会不均等问题。如果年轻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主要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的，即机会不均等程度很大，那么这将使年轻人看不到未来发展的希望，从而影响中国的长远发展和社会进步。

第四，本章还将深入分析机会不均等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路径，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告诉我们收入差距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个人不可控的因素导致的（即机会不均等）。然而，为什么这些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会引起收入差距？本章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家庭背景的影响（即社会上通常讲的“拼爹”现象）。第一，基于性别和户籍性质的劳动力市场歧视使得不同性别、不同户籍的人无法获得相同的劳动力市场回报。第二，教育代际固化指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群体很难接受优质教育，这使得具有不同家庭背景的人面临的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存在差异，这种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进而导致收入差距（唐连才，2011）。第三，良好的家庭背景不仅可以使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而且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帮助子女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Li等（2012）的研究通过对刚毕业大学生的第一份工作调查分析得出结论：在剔除个人与家庭因素后，干部家庭出身的孩子比非干部家庭出身的孩子第一份工作的工资平均高出15%左右，这就体现了由家庭“关系”的差异造成的收入差距。在测量中国机会不均等的程度之后，本章将深入讨论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的几种原因，进而为我国减轻机会不均等程度提供更可靠的政策建议。

本章余下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将对国内外研究机会不均等的文献进行回顾，并比较不同国家的机会不均等程度。第三部分将介绍本章测量机会不均等程度的计量方法与模型。第四部分将提供数据描述并得出计量分析的结果。第五部分将深入探讨中国机会不均等的本质原因，并分别验证以下三个假设：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及家庭背景的影响；第六部分是本章的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关于机会不均等的文献回顾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学者开始关注机会不均等问题，但大多停留在规范分析和定性分析的层面。直到进入21世纪以后，定量测量机会不均等程度的研究才逐渐展开，但是至今仍然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机会不均等的定量测量开始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即子女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受父母收入的影响。Van de Gaer等（2001）提出了测量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方法，即计算代际收入弹性或者代际收入转换矩阵。代际收入弹性是度量子代收入相对于父代收入变化程度的常用指标，该数值越大，说明代际收入相关性越高。由于父母的收入是个人无法控制的，因此代际收入弹性越大，说明机会不均等程度越高。据姚先国等（2006）估算，我国代际收入弹性已高达0.7。陈琳（2011）计算了更长时期内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发现1988—2005年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达到0.6以上。相比之下，美国、德国、瑞典、英国和智利的代际收入弹性分别为0.4、0.43、0.28、0.57和0.52（郭豫媚等，2015）。也就是说，从代际收入流动性的角度看，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机会不均等程度明显更严重。尽管测算代际收入弹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机会不均等程度，但是毕竟父母的收入只是个人无法控制的若干因素之一，因而此类研究并不能准确测量出收入差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因此，在过去十几年间，一些学者分别提出了直接测量机会不均等程度的方法，并运用不同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定量分析。

按照Roemer的定义，总收入差距可以被分解为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和由个人努力差异导致的收入差距。最新的定量研究机会不均等程度的文章基本都是按照这一框架进行的。在研究机会不均等程度的文献中，尽管不同研究对机会集合的定义有所不同，但是归纳一下，多数研究都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收入、个人的出生地和种族等作为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进而考察由这些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比例，用以测算机会不均等程度（林坚等，2014）。

从计量方法看，测量机会不均等程度有参数估计和非参数估计两种方法（Checchi等，2010）。参数估计是基于回归方程的结果，把机会集合中的元素作为解释变量得到预测收入，这些预测收入的不均等程度则反映了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机会不均等。非参数估计一般适用于机会集合中元素较少的情况。例如，假设所考察的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只有性别，那么男女平均工资差异则为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而同性别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则被认为是由个人努力引起的。最近的研究大多采用参数估计的方法，考察多种个人不可控因素造成的机会不均等，这也是本研究将采用的方法。

测量机会不均等的研究在最近几年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很多文章分别研究了欧洲、拉美和阿拉伯国家的机会不均等问题。也许由于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最高，所以Bourguignon等（2007）率先测算了巴西的机会不均等程度。通过把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职业、出生地和种族放入机会集合，该文得出如下结论：由以上这些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所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可以解释总收入差距的23%。也就是说，有23%的收入差距是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此后，Ferreira和Gignoux（2011）使用类似的机会集合计算了拉美其他国家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机会不均等大概解释总收入差距的30%。其中，哥伦比亚最低，该值为23%；危地马拉最高，该值为34%。在最新的研究中，Hassine（2012）测算了埃及从1988年到2006年由机会不均等造成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比例，发现埃及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有所降低，从1988年的22%降到2006年的15%。

机会不均等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Lefranc等（2008）还分析了9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该值大都在10%左右。此外，他们发现总收入差距大的国家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未必高；而有些机会不均等程度高的国家的总收入差距可能较小。例如，比利时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可是机会不均等程度较高。Marrero和Rodriguez（2012）运用欧盟的数据测算了欧洲23个国家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该研究采用参数估计的测算方法，发现欧洲国家的机会不均等程度相对较低，为3%~15%。机会不均等程度最低的是芬兰，只有3%；最高的是爱尔兰，达到15%。

在现有研究中，只有两篇文献专门分析了中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Zhang和Eriksson（2010）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分析了1989—2006年中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该文献运用基尼系数测算了中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认为在2006年，中国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近60%，比其他国家都要高。该文献所界定的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即机会集合）包含父母的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性别。另外，陈东和黄旭峰（2015）同样采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分析了1989—2009年中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两篇文章结论类似。

虽然以上两篇文章都测算了中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并认为该值高于其他国家的值，但是由于这两篇文献运用基尼系数来测算收入差距，而基尼系数并不具有可加可分解性，因此，采用基尼系数不能准确测算出总收入差距中有多大比例是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与已有研究不同，本章将采用泰尔指数来测算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比例。由于泰尔指数是可加可分解的测量指标，因而能更准确测量出机会不均等的相对程度。此外，本章增加了环境因素的内容，从而能够更加全面准确地测量机会不均等程度。而且，之前研究中国机会不均等的文献都采用了2006年以前的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由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收入数据有很多遗漏值，一直受到测量误差的质疑。Gong（2008）指出，运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测算出的教育回报率要远小于使用中国其他数据测算出来的值。相比之下，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近几年被广泛运用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上，收入数据也更可靠。

本章将运用2012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参数估计的方法测算由机会不均等造成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比例，并对不同年龄组进行细化分析，重点考察年轻人面临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此外，本章在测量中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之后，将深入讨论机会不均等导致收入差距的几种路径，进而为我国减轻机会不均等程度、构建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格局提供更可靠的政策建议。


三、测量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实证方法

为了能够使本章的研究成果与其他国家的机会不均等程度相比较，我们将沿用国际通用的参数估计方法来测量机会不均等，即Bourguignon等（2007）、Ferreira和Gignoux（2011）、Marrero和Rodriguez（2012）的研究所采取的方法。具体来说，按照Roemer的定义，个人的收入由两类因素决定，分别是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和个人可以控制的努力程度。因此，我们有如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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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代表个人收入；C代表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简称环境因素），即机会集合的内容；E代表个人努力程度，即个人可以控制的因素；u和v代表其他一些影响收入的随机变量，如运气等。根据定义，C是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因此是该模型中的外生变量。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环境因素也可能影响个人努力程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受教育程度。在已有研究机会不均等的文献中，一般把个人的受教育程度归结为E，即个人可以控制的因素。但是在当前的中国，受教育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受环境因素影响。富裕家庭、富裕地区的孩子拥有更多受教育选择权和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Song，2012）。因此，本章认为受教育程度不仅受个人努力程度影响，还受环境因素影响，即上式中所表达的E是C的函数。

由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要测量机会不均等程度，并不是要分析某些变量的因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式（4.1）的简约形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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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下来将分三步构造本章对机会不均等程度的测量指标。第一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式（4.2），然后获得每个人的预测收入w。这里的环境因素包括性别、出生时的户籍类型、14岁时家庭的经济地位、父母工作单位的性质、受教育程度，以及担任的行政职务。

在获得每个人的预测收入w以后，第二步将计算由环境因素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即求出预测收入的泰尔指数。用泰尔指数来衡量机会不均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具有可加可分解性，因此可以测量出总收入差距中多大比例是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泰尔指数只是普通熵标准的一种特殊情况。当普通熵标准的指数取0时，测量结果即为泰尔指数，也就是平均对数偏差。本章用T（w）来表示预测收入的泰尔指数。

第三步，就是计算出机会不均等的相对程度。如果用IO表示机会不均等程度，那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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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T（w）指每个人原始收入的泰尔指数。IO即为本章所采用的测量机会不均等程度的指标。
[1]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章包含了几乎所有可能的环境因素，试图最准确地测量机会不均等程度，但是由于数据中含有的变量有限，不可能囊括个人无法控制的所有因素。根据Ferreira和Gignoux提供的严谨数学证明，我们所测量的机会不均等程度实际上是真正机会不均等程度的下限，而且这个结论并不依赖于线性函数形式正确与否。由于本章包含了尽可能多的环境因素，因此更接近中国实际的机会不均等程度。

通过上述方法，我们还可以进一步估计出由每种环境因素所造成的机会不均等带来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比例。例如，当我们测量由性别差异导致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时，可以重新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式（4.2），但是解释变量不包含性别；然后就可以获得一个新的预测收入，用[image: ]
 表示。我们由此可以计算出该预测收入的泰尔指数，用[image: ]
 表示。因此，由性别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程度为[image: ]
 。我们将用此方法测量由每一个环境因素所导致的机会不均等程度。
[2]






[1]
 此方法在文献中也被称为事前法，即分析个人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对个人收入的影响，不关注每个人实际的努力程度究竟如何。


[2]
 按照Ferreira和Gignoux提供的数学证明，尽管总的机会不均等指标不依赖于函数形式的正确性，但是此种方法所测量的由每个环境因素所导致的机会不均等程度依赖于函数形式的正确假设。因此我们在描述单个因素所导致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时应该抱着更谨慎的态度。


四、机会不均等程度测量的实证结果

本研究运用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中国最近的机会不均等程度与作用机制。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是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负责收集，从2003年开始每年一次，对全国125个县（区）、500个街道（乡、镇）、1000个居（村）委会、10000户家庭中的个人进行调查。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人与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数据，总结社会变迁的长期趋势，探讨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社会议题，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性与共享性，为国际比较研究提供数据资料。截至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一共进行了五次年度调查，完成了项目的第一期。自2010年起，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开始了项目的第二期，计划从2010年到2019年，每两年进行一次调查，共进行五次调查。

本章采用2012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里面不仅包含个人全年总收入，还有上文所阐述的机会集合中全部的环境因素，如性别、出生时的户籍、家庭背景等，从而能够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一）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4-1展示了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为了分析收入差距，我们把样本限定在2011年有劳动收入的个体，有效样本中共有5523人，平均年龄为40.94岁，58%为男性。
[1]

 个人在2011年平均收入为27499.05元。样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9.43年，刚超过义务教育的年限。健康状况是从1到5的定序变量，5代表健康状况良好，1代表很差。平均而言，样本的健康状况较好，达到3.8，接近良好的水平。此外，样本在14岁时家庭的经济地位平均为3.14，属于一般水平（从1到10，1代表最低，10代表最高）。在样本中，有39%来自东部，29%来自西部，32%来自中部。就户籍属性而言，非农户籍占41%，而非农工作者占69%，说明相当比例的非农工作者（即城市中的农民工群体）不具有非农户籍。
[2]




表4-1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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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计算结果

运用前文中讨论的计算方法，表4-2给出了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实证结果，即我国机会不均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我国的总收入差距。从表4-2的结果可以看出，我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仍然较高，至少有27%的总收入差距是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这一比例与世界上总收入差距最大的拉丁美洲类似，而远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这说明我国机会不均等问题仍然很严重。但是，与Zhang和Eriksson对2000年左右的计算结果相比较，我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已经大幅降低了。在Zhang和Eriksson的研究中，我国1989—2006年的机会不均等程度一直在50%左右。这种大幅度的降低可能有很多原因，如所使用数据不同、测量指标不同及机会集合中含有的因素不同。根据Gong的观点，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中收入数据的准确性一直受到质疑，这也是本章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的原因。尽管如此，我们相信如此大幅度的降低还是说明事实上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有所好转。

本章接下来对由不同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程度做出细化分析。表4-2的结果表明，性别因素和户籍因素对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影响更显著，其中，性别因素是所有因素中对总收入差距影响最显著的，这与十年前的研究结果相比已有了很大变化。Zhang和Eriksson的研究显示，1989—2006年，我国由性别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只占1.7%，并不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与此相比，家庭背景的影响似乎有所减弱。家庭地位对总收入差距的贡献率只有0.74%，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工作性质、职务等背景占5%以上。我们将在第五部分对每个因素的作用机制做出深入剖析。


表4-2 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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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异质性分析

为了更准确地了解不同人群所面临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差异，我们对总体样本进行分组，考察不同组间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异质性。具体而言，我们分别按照年龄、学历以及收入三个维度进行分组，结果如表4-3所示。


表4-3 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分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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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年龄分组来看，年轻人面临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要更小一些，只能解释总收入差距的13%。也就是说，尽管年轻人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大（总体泰尔指数高于0.6），但是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努力程度不同带来的，与性别、家庭背景的因素关系并不太大，这说明我国近年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降低了机会不均等程度。与此相比，35岁~60岁的年龄组的机会不均等程度依然很大，可以解释总收入差距的37%。

其次，从学历维度来看，高中及以下学历群体内部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更高，达到34%。也就是说，对于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群体来说，总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导致的，包括性别、家庭背景等。相反，对于大学及以上的群体来说，总收入差距绝大多数是由个人努力差异导致的。

最后，把收入按照平均收入分为两组，可以看出：低收入组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更高，达到24%；而高收入组内部的总收入差距主要是由努力程度差异导致的。这与学历维度的结果类似。该发现实际上有两层含义。第一，只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达到了平均收入以上的水平，或者取得了大学学历，命运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控制，人与人的总收入差距主要由努力程度的差异导致，与外在环境因素关系很小。第二，对于低收入、低学历的群体，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自己控制，其收入水平由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决定。这会导致低收入群体面临更大的心理落差，使他们看不到希望。因此，在低收入群体内部的机会不均等更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1]
 为了侧重分析劳动力市场因素对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影响，本章的实证分析部分采用劳动收入作为分析对象。事实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表明劳动收入是家庭收入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占90%以上。


[2]
 在后文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计算中，我们用出生时的户籍属性作为环境因素。事实上，样本中变换户籍的人数并不多，所以出生时的户籍与目前的户籍相差很小。


五、机会不均等的作用机制分析

在第四部分的分析中，我们发现很多外在因素对个体的收入差距都有显著影响，包括性别、户籍、父母的教育和工作背景等。已有文献（陈斌开等，2013；陈钊等，2009）大都进行了机会不均等影响机制的质化分析，说明上述因素对造成总收入差距的机会不均等程度有所影响，但鲜有文章进行更深入的剖析。具体来说，性别、户籍、家庭背景等因素通过什么渠道影响个人收入？本部分将对机会不均等的作用机制进行计量分析，以便更准确地认识我国的机会不均等问题。接下来我们将分别验证本章提出的三个影响渠道，即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以及家庭背景的影响。

（一）劳动力市场歧视

从表4-2的结果可以看出，性别、户籍都对总收入差距有重要影响。那么这些影响的根源是什么？根据劳动力市场歧视理论，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可能是由他们的生产率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由生产率相同条件下的劳动力市场歧视导致的。为了验证不同性别、不同户籍群体间收入差距的原因，本章采用Oaxaca-Blinder分解技术，该方法是研究劳动力市场歧视的常用方法（Demurger等，2012）。Oaxaca-Blinder分解技术将两组人群的平均工资差异分解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由个人特征（即禀赋）差异造成的可解释部分；另一个是由个人特征回报（即系数）差异带来的不可解释部分，Oaxaca（2007）把不可解释部分归因于歧视。

该方法的具体步骤如下。记组群H和L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均衡工资分别为wH
 和wL
 ，将这两个组群分别作为子样本的个人特征的矩阵各为XH
 和XL
 ，相应的回归系数向量（或称工资结构）分别为βH
 和βL
 ，这两个组群的半对数形式的工资估计方程（通常以Mincer工资决定方程为基础）分别是lnwH
 =XHβH
 +uH
 ，lnwL
 =XL
 βL
 +uL
 。又记这两个组群的子样本个体特征向量的平均值分别为[image: ]
 和[image: ]
 。那么，根据普通最小二乘法残差均值为零的性质，这两个组群的工资均值之差可表述为如下公式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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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4.4）的特点，Oaxaca把等式右边分解成如下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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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形式把组群H的实际工资结构当作无歧视状态下的劳动力市场工资结构。式（4.5）中等式右边的第一项表示当不存在歧视时组群H和L之间也存在的工资差异，即由组群H和L之间的个体特征差别引起的工资差异；第二项则是由两组的工资结构差别引起的工资差异，即在个体特征相同条件下由对相同特征的回报不同引起的差异，Oaxaca称之为歧视（或由歧视引起的工资差异）。

运用这种分解方法，表4-4和表4-5分别给出了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和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的实证结果。表4-4显示，我国全部的男女收入差距都是由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导致的，由人力资本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甚至为负。也就是说，女性劳动者的人力资本、生产率甚至比男性更高，而她们的收入在同等条件下低于男性，这说明歧视现象非常严重，这也是性别差异导致机会不均等的根本原因。
[2]



相比于性别歧视，户籍歧视则没有那么严重。从表4-5的结果可以看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的收入差距大多是可以用生产率差异解释的，只有13.2%是由歧视导致的。当然，这里要指出，我们并不是说由非歧视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不重要。如果不同性别、不同户籍的劳动者在受教育的机会上存在差异，使得他们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由于自身的群组特征遭受了不公平待遇，而这些不公平待遇直接影响了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后的收入水平，那么我们就称之为前劳动力市场歧视（Song，2014）。我们在接下来讨论教育代际固化时也会给出我国存在前劳动力市场歧视的证据。


表4-4 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的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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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二列分解结果给出的是收入对数的绝对差值，括号中给出的是标准误


表4-5劳动力市场户籍歧视的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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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第二列分解结果给出的是收入对数的绝对差值，括号中给出的是标准误

（二）教育代际固化

父母的教育背景是影响子女收入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父母的教育背景是不受子女控制的，所以由此导致的收入差距也属于机会不均等的范畴。那么，父母的教育背景究竟为什么影响子女的收入？本章提出两种途径，并分别进行检验。父母的教育背景可能会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这种现象被称为教育代际固化（马骍，2014），这是第一种途径。本节将检验教育代际固化是不是我国机会不均等的原因之一。我们在后文将分析第二种途径，即家庭背景（在教育渠道之外）的影响。

通常来说，教育代际固化的产生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高教育水平往往获得相对更高的收入，高收入家庭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营养和教育，从而子女有比较好的物质基础来获得更多教育。二是父母的教育背景反映了父母的能力水平，能够获得高学历的父母可能拥有更强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这些能力可以通过遗传渠道传递给子女。这两种渠道共同决定了父母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尽管以上两种原因都是造成机会不均等的原因，但是第一个原因是可以通过政府制定更加均等化的教育政策来避免的，而遗传因素的差异则无法避免。因此，本章试图分离出这两种影响，这就需要采用工具变量的方法以解决父母教育背景的内生性问题。

为此，我们借鉴Meng和Gregory（2002）的方法，把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由某些历史原因导致的教育年限中断作为工具变量，具体赋值见表4-6。1966—1976年，高等教育被迫中断，中学和小学教育也有不同程度的中断。而教育在此期间受影响中断的人群的子女也已基本完成了教育。此历史背景与父母受教育程度高度相关，与子女受教育程度无关，是一个外生变量，可以作为父母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本章将采取此历史背景作为工具变量，对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传递系数进行准确计算。


表4-6 教育受到影响的历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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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Meng，X.and Gregory，R.G.The Impact of Interrupted Education on Subseque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A Cost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Economic Developmentand Cultural Change，2002，50（4）：935-959

如Meng和Gregory所说，当用此历史背景作为受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时，应该将样本限定在其自身教育受影响的群体中，也就是在1942—1966年出生的群体。限定以后，考虑到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在2012年含有两代信息的样本量偏少，我们把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中2010年、2011年、2012年三年的横截面（也称截面）数据合并，筛选出父母都在1942—1966年出生且子女已完成教育的样本，删除异常值和缺失值后，处理得到有效观测值6978个。表4-7给出了最终的分析结果，因变量是子女受教育程度。


表4-7 教育代际固化的实证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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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中给出的是标准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采用了我国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历史背景作为工具变量

表4-7告诉我们，即使不考虑遗传因素，教育代际固化依然明显。父亲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子女受教育程度平均增加0.363年；母亲受教育程度每增加1年，子女受教育程度平均增加0.227年。这种影响说明，接受高教育水平的父母往往获得相对更高的收入，进而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好的营养和教育，从而子女有比较好的物质基础来获得更多教育。因此，教育资源的均等化改革显然可以降低教育代际固化带来的收入差异。

此外，表4-7说明户籍和性别对子女受教育程度也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前文提到的前劳动力市场歧视在我国确实存在。也就是说，男性、城镇户籍所有者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接受了更多教育。这种前劳动力市场歧视加剧了由性别、户籍带来的机会不均等。

（三）家庭背景的影响

父母受教育程度除了会直接影响子女受教育程度进而影响收入，是否还有其他影响渠道？比如，对于受教育程度相同的个体来说，更好的家庭背景可能通过“关系”的作用使其进入高收入部门，从而使其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在控制个体的受教育程度后考察家庭背景的影响，因变量是个体收入，结果如表4-8所示。


表4-8 家庭背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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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4-8显示，机会不均等重要的作用机制之一——父母受教育程度对个体收入的影响渠道不仅限于对个体教育的影响，还包括其他渠道。即使在控制了个体受教育程度、工作年限、户籍等因素后，父亲受教育程度和母亲受教育程度仍然对个体收入有直接影响。这说明很多高收入部门在用人机制和薪酬体系上仍然存在不透明、不合理的情况，“关系”的作用依然明显。




[1]
 此处的X是n×k的矩阵，X则是行向量；β实际上是估计值β，这里为了表述的一致性和简洁性，将相关回归方程估计参数中的“^”（hat符）去掉。


[2]
 需要指出的是，运用分解方法来分析歧视的程度有天然的局限性。有些影响收入的变量是不可观测的，而这些不可观测的变量导致的收入差距在分解方法中会被误认为源自歧视，从而造成对歧视程度的高估。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章运用2012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我国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进行了定量分析，发现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占总收入差距的27%以上。这一比例与世界上机会不均等程度最高的拉美地区类似，超过了绝大多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这说明我国持续高位的收入差距中有相当比例是不合理的，是可以并应该通过政府的各项改革措施予以改变的。

本章还对不同人群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进行了异质性分析，既发现了积极的结果，也发现有一些问题值得警醒。一方面，我国16岁~35岁（不含35岁）年轻人的机会不均等程度在降低，小于35岁~60岁人群的机会不均等程度，这说明至少绝大多数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更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此外，只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达到了平均收入以上的水平，或者取得了大学学历，那么命运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由自己控制，人与人的收入差距主要由努力程度的差异导致，与外在环境因素关系很小。这些都是我国持续的市场化改革取得的成效，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对于低收入、低学历的群体而言，其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不受自己控制，其收入水平由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决定。这会导致低收入群体面临更大的心理落差，使这些劳动者看不到希望，因此，在低收入群体内部的机会不均等更应该引起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在定量测量我国机会不均等程度的基础上，本章对我国机会不均等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验证了三个假设：劳动力市场歧视、教育代际固化及家庭背景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这三种渠道都是我国机会不均等的来源。首先，性别歧视现象非常严重，这是目前男女劳动者收入差距的主因。如果考虑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不同群体面临的歧视，那么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可被认为由歧视导致。其次，教育代际固化现象明显。即使运用工具变量排除了遗传因素的影响，教育传递现象依然显著。这说明具有不同家庭背景的人面临的教育机会与教育质量存在差异，这种教育机会的不均等导致了收入差距。最后，良好的家庭背景不仅可以使这类家庭的子女接受优质教育，还可以通过社会关系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

（二）政策建议

机会均等化改革不仅关乎公平，而且关乎效率，因此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而对于处在经济新常态、全面深化改革中的中国来说更为重要。现有文献一般认为，机会均等化政策主要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干预收入获取能力的形成，主要是政府通过公共资源的再分配为环境变量处于劣势的个人提供更多人力资本。二是对已经形成的收入格局进行再分配，主要手段是政府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消除环境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结合以上实证结果，本章建议我国采用如下针对性更强的机会均等化政策来降低机会不均等程度，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首先，通过立法规范劳动力市场行为，尽可能消除劳动力市场歧视，包括性别歧视和户籍歧视等，使得相同生产率的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力市场上享有平等待遇。其次，促进公共教育资源的均等化，降低教育代际固化现象，为环境变量处于劣势的个人提供更多人力资本。同时，考虑到由户籍和性别所引起的前劳动力市场歧视，我们应该特别注重普及农村教育和女性教育，使得性别等环境因素不会对收入差距产生叠加的负面效应。再次，通过反腐败等手段进一步规范高收入部门，特别是国有部门的用人机制，降低社会关系在劳动力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真正做到任人唯贤，把家庭背景这一个人无法控制的因素对收入的影响降到最低。最后，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的方式消除环境差异带来的收入差距。需要指出的是，有些环境差异不仅是个人无法控制的，而且是社会无法控制的。就家庭背景而言，从理论上讲，社会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尽量使家庭背景不同的人获取相同的受教育及工作的机会，进而减小由机会不均等导致的收入差距，但是由于父母可以通过遗传基因对每个人的智商、性格等产生影响，而这些差异是无法消除的。所以，我国需要运用再分配政策，降低在最终收入分配中由环境因素带来的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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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常态下户籍制度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及户改思路

一、引言

户籍（又称户口）制度是中国最重要的人口管理制度，其影响涉及经济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宏观上，户籍制度塑造了当前的中国城市化和人口流动格局。2014年，我国城镇化比例只有54.77%，其中还有大量居民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村居民。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到2.74亿人，占到全国劳动力相当大的比重。一般来讲，近80%的有子女外出务工者将子女留在农村老家。相应地，农村的留守儿童也有近6000万人，跟随父母外出的近1500万人。微观上，户籍制度对个体尤其是居住在城镇而无城镇户籍的家庭在升学、就业、收入、婚姻、消费、社会融入等方面都有影响。由于户籍歧视，在这些方面农民工家庭基本遭受的是负面影响，并且已有很多研究对这些方面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定性或定量分析。户籍制度改革（简称户改）的迟缓可能导致农民工继续在低质量就业岗位上工作，获得低收入，进行低消费，并且其本人及其家庭融入城市存在困难，留守儿童问题从长期看也是中国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在隐患。

由于户籍制度负面效果超过正面效果，因此自改革开放后，户籍制度改革是20世纪80年代后贯穿至今的政治和经济话题（孙文凯等，2011）。1984年之后，已经有过几次影响较大的户籍改革浪潮。2014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部署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意见》就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提出具体政策包括推广居住证制度、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农地确权、扩大公共服务覆盖面等配套措施。但从《意见》的具体改革思路来看，我国仍然延续了过去按照特大、大、中、小城市分类管理和分别改革的思路，严格限制大城市户籍改革力度，放宽中、小城市落户，这些关键内容与以往并无本质差别。可以想象，真正实现户籍身份完全消失的状态还任重道远。我们还需要对户籍制度的各方面影响不断进行总结研究，并且相应的户改政策也应该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重点进行。

本章使用最新的微观数据，分析由于户籍约束而使得农民工在收入、消费上受到的制约，并分析由户籍带来的身份效应。并且，我们将基于微观数据统计结果讨论当前户改问题，阐述户改应有的思路。


二、相关文献总结

在中国的劳动立法中，户籍制度作为重要的一项制度，导致了城乡间收入和生产力的巨大差异，并带来了很大的效率损失。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制约了劳动力资源的最优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出于重工业发展的需要，我国曾实行了严格控制城市规模的户籍制度，由此导致我国严重的城乡分割，阻碍了城市化进程（蔡昉等，2011；王美艳，2013）。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因素，导致如今我国农村人口仍占总人口近50%。但是，孙文凯等（2011）的研究显示，虽然目前的户籍制度改革中的福利配套改革力度不够，但对劳动力流动的束缚明显减少，微小的户改已经不能对引导农民工流动带来显著影响。当前户籍状态主要影响消费、收入等其他方面。

户籍对收入、消费及社会融合等的影响的研究总结如下。

（一）户籍对收入及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对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收入不平等增加问题已有很多研究。在很多时期，70%的收入不平等来自城乡收入不平等。城市内工作机会往往优先给予城市居民，农民工获取资源有限。

对户籍带来的收入歧视研究极多，在此只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几个研究，其余不再一一列出。章莉等（2014）的研究使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CHIPs），并使用4种方法分解农民工和城镇职工的工资差异，考察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程度，重点突出指数基准问题对分解结果的影响。他们的分析结果显示，2007年，中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对农民工明显的工资待遇歧视，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工资差异中的36%无法用禀赋差异解释。一些研究显示，户籍制度是导致当前城乡收入巨大差异的关键因素。李实（2013）的研究发现，仅因为户籍歧视，农户个体的收入将会减少3.5%。在剔除户籍歧视因素后，整体收入差距会明显下降。平均来看，基尼系数会从0.499下降为0.488，这表明户籍歧视对我国收入差距有显著影响。刘志强等（2014）的研究发现，重庆的较彻底的户改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二）户籍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

已有很多研究指出了农民工消费率低、消费单一的特殊现象。农民工消费率低有多重原因。由于不具有真正的城市居民身份，农民工就业通常不稳定，更容易遭受周期性失业的冲击。农民工收入通常较低，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护少，而且不能均等地享受义务教育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0；樊纲等，2013；张勋等，2014）。若干研究表明，社会保障覆盖能够促进消费（Feldstein，1974；Munnell，1974；张继海，2008）。而未被社会保障覆盖或者社会保障水平低，则会造成社会对未来的不稳定预期，从而制约消费。农民工的不稳定状况会抑制其消费动力（钱文荣等，2013）。一些直接针对农民工的研究显示了社会保障对消费的重要性（卢海阳，2014；明娟等，2014）。

还有一些比较全面的关于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的分析。比如，孔祥利和粟娟（2013）利用全国28个省份1860份农民工消费调查数据，讨论了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素，指出农民工消费受经济、社会及个人三维条件的约束。曹广忠等（2012）基于12个城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家庭消费结构的层次特征、城乡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发现农民工家庭消费中生存消费仍占绝对比重，高层级消费处于抑制状态，未来倾向定居城市的家庭的城市消费结构层次明显高于未来打算返回农村的家庭，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带动农民工家庭在地位消费和享受消费上的支出。其他类似研究不再一一列举。

对消费参照系的研究提供了理解农民工消费的新视角，即农民工消费时参考哪些群体的消费水平对其消费会有显著影响。Sun等（2013）的研究指出，农民工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参照其所在村其他居民的消费水平。由于农民工在身份上仍然是农民，但在城市工作使其拥有相对于普通农民更高的收入，如果其仍然参照农村居民的低消费水平，那么其消费率必然较低。一些研究从融入城市社会视角讨论了农民工消费问题，如汪丽萍（2013）讨论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更认可城市生活而可能超前消费。张文宏等（2008）发现农民工在城市的居住时间越长，其社会融合程度越高，同时家庭消费显著增加。

近年来，明确从放开户籍制度来提高中国农民工消费视角出发的研究主要有四个。蔡昉（2011）指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增加了农民家庭的收入，有利于形成新的消费者群体。但是，由于不完全的城市化，我国没有实现农民工户籍身份的转换，从而也未能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使得农民工尚未成为足够大的消费群体。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和包括户籍制度改革在内的相应制度变革，有助于挖掘农民工的消费潜力。这个研究结合了一些基本总量数据描述，更多属于理论探讨。Song等（2010）以理论模型分析为主，同时结合了简单调查数据分析，该调查数据包括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两个群体。对两个群体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农民工的边际消费倾向更低，农民工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还不到城市居民的一半。因此，如果采取措施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农民工的潜在消费需求就可以得到很大程度的释放。该研究方法比较简单，通过消费与收入的简单回归，估计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消费弹性与边际消费倾向。陈斌开等（2010）也使用横截面数据分析了农民工和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差异，认为户籍制度导致了农民工的低消费率。与Song相比，陈斌开等的估计方程控制了较多其他影响消费的因素，从而在相对可比的视角下分析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差异。当然，由于农民工和城镇居民有众多不同，因此横截面数据仍然不能控制所有特征变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运用CGE模型，分析了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这是对总量数据的一个理论模拟分析。分析显示，农民工市民化可以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进出口的依赖程度。市民化还可以改善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增加农民工对工业产品和服务业的需求。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有序将农民工纳入城镇居民保障体系，真正实现无差异市民身份，将会释放出强大的内需增长潜力。由于理论模拟需要假设多个参数，因此其对实际户籍效应的估计还有待加强。

（三）户籍对身份认知和社会融合的影响研究

社会身份理论被广泛应用于流动人口能否融入社会的社会学问题分析上。最早将社会身份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是Akerlof和Kranton（2000），之后有一些理论扩展，以及实验分析。一项在印度的实验研究发现，在中学课堂中显示学生的等级身份会冲击其学业努力程度。在最新针对中国的研究中，Afridi等（2015）发现，在学校中显示农民工子弟身份，对学生的竞争表现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所遇到的困难比来到城市之前想象的大得多。一方面，农民工要面对本地居民的歧视目光和冷淡态度。另一方面，他们要习惯在一个陌生和缺乏安全感的地方，干着重复而沉闷的工作。他们一面是外来者，另一面是贡献者。这两个貌似冲突的身份让他们经常有“城市陌生人”的状态。

由于存在这种身份认知的心态，国内近年相关研究日渐增多，但这都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逐步出现的。在国际分析方面，有研究认为，在伦敦的华人仍然保持着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并维持了相应的生活方式。在意大利的中国工人也很难融入当地社会。从纯粹的国内流动人口的身份认知角度来看，他们在城市劳动和生活，却一直受到区别对待。很多研究都指出了农民工在城市身份认同上存在困境，即在城市工作而户籍在农村的农民工由于收入低、工作不稳定、社会福利差，以及家乡仍有土地等原因而难以融入城市。有调查发现，流动人口期望达到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比例达到80%，而只有23%内心真正达到了认同，该调查认为这主要源于个人身份建构与社会建构之间的矛盾。当流动人口失去了原有农村土地，而融入城市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时，他们将在城市身份与农村身份间面临更无所适从的感觉。一些研究尤其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融入社会的困难，如由于生活方式转变和身份不受认可而存在身份认识模糊问题。“农二代”中只有23%的人对自己的身份表示满意，其余多少带有不满情绪。超过37%的“农二代”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农民，35%的“农二代”觉得自己的身份“说不清”，仅有11%的人觉得自己是城市居民。这表明半数以上的农民工对自己的身份认知处于迷惘状态。新生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主要源于人际信任缺失带来的社会资本匮乏。新生代农民工常常通过炫耀示差、模仿示同和素质内化等消费行为建构自己的城市身份认同。

对于流动儿童的社会认知，近年来也有不少研究。流动儿童对自身“农村人”身份的认同感较为模糊。仅有18.9%的流动儿童认同“农村人”身份，但也仅有11.2%的流动儿童不再认同“农村人”身份，69.9%的流动儿童社会身份认同处于不确定状态。对成都及重庆两地485名流动儿童的调查发现，仍然认为自己是“农村人”的儿童在积极应对、自尊及学校归属感上更差。城市农民工子女的团体归属感显著低于城市本地儿童，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和年龄段差异。女生的得分显著高于男生，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年龄段学生呈现出随年龄增长其团体归属感水平逐渐降低的发展趋势。此外，流动儿童的安全感和学校归属感低于城市儿童，校际差异显著，城市儿童和公办学校流动儿童的安全感和学校归属感显著高于打工学校的流动儿童。

对于农民工及其家庭身份认知（即是否认可自身是城市人或已融入城市）的影响因素，有一些定性的或简单的定量分析。外来人口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不能融入城市社会主要是由制度性因素导致的，而其中的核心原因是户籍制度障碍。通过归纳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研究发现，社会舆论氛围、国家制度，以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等都会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知。城市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主要由资源稀缺带来的资源争夺导致。此外，由于信息技术进步，新生代农民工可以更多利用手机等工具进行社会交往，从而进一步减少与城市居民面对面的沟通，加剧身份认同隔阂。个人特征、市民化情感及能力、户籍制度、就业情况、子女教育保障及收入预期等因素的独立作用显著。而不同代际、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有着明显的特征差别，从而对城市有着不同的认同意愿和认同结果。比如，北京市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显著超过其他地区流动人口，年长流动人口比青年流动人口有着更强的认同意愿，且乡城流动人口的认同意愿超过城城流动人口。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的原因还有身份认定、传统意识、体制约束等。调查显示，在本地居住时间每增加一年，其认同本地身份的发生比是不认同本地身份发生比的1.059倍。户籍、年龄、性别、收入、教育也有显著影响。此外，入城前居留意愿、大众传媒接触程度、在城市从事职业数、月收入满意度、家庭支持外出务工程度、务农时间等变量都会影响农民工身份认同。而且，一些社会媒体反复强调“农民工”这一术语可能加深这个群体对自身独特性的认同。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身份认知可能会发生变动，而不同代际人口的身份认知也会不同。这提示我们在进行身份认知研究时要控制时间变动趋势。


三、本章主要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说明

1.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介绍

本章主要使用的微观数据库是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数据收集，旨在通过追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为学术研究和公共政策分析提供数据基础。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重点关注中国居民的经济与非经济福利，以及包括经济活动、教育成果、家庭关系与家庭动态、人口迁移、健康等在内的诸多研究主题，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借鉴美国收入动态截面（PSID）数据的结构，收集五个层面的数据：村居数据、家户数据、家户成员数据、成人数据和儿童数据。数据调查覆盖除西藏、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海南、香港、澳门、台湾之外的25个省份，涵盖我国95%的人口，目标样本规模为16000户，调查对象包含样本家户中的全部家庭成员。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于2008年、2009年在北京、上海、广东三地分别开展了初访与追访的测试调查，并于2010年正式开展访问。经2010年基线调查界定出来的所有基线家庭成员及其今后的血缘/领养子女将作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的基因成员，成为永久追踪对象。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2010年基线调查的全国代表性样本数据最终包含107个行政性区（县）、424个行政性村（居），共有9500个家户样本和21760个成人。目前有2010年、2012年的追踪数据，这使得我们可以观察到个体和家庭户籍身份及经济行为的变化。在本章的分析中，由于我们只对居住在城市、户籍为农村或城市且有追踪信息的家庭进行分析，另外将一些信息不明确的家庭排除，因此去掉了较多样本。这样被去掉的样本主要是农村家庭样本。最终，我们在2010年和2012年的分析样本中分别有4583个家庭，涉及15649个个体。

2.数据基本描述

我们根据2010年和2012年追踪的样本家庭和个体信息进行简要描述。由于我们分析的是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因此我们只保留三类家庭样本：一直没有户籍状态变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存在户籍变化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城镇户籍居民及其家庭。2010年和2012年三类家庭的描述统计如表5-1所示。

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组对消费和支出的问卷设计非常复杂。他们提供了一个直接的计算得到了消费支出和家庭收入，其中涉及一些对特殊情况的处理，比如对拒绝回答或漏答如何处理的细节问题。本章直接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项目组提供的消费和收入数据。

表5-1中，我们整理了三类家庭按户和年的面板数据。从表5-1可以看到，三类家庭各方面都存在较大不同。其中，能够获得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家庭人均收入高于一直未能获得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家庭，同时低于一直是城镇居民的家庭。在家庭人均资产上，改变户籍的农民工资产明显高于其他农民工，接近城镇居民。其他很多方面都表现出类似特征，包括我们关心的消费率（家庭消费/家庭收入），改变了户籍状态的农民工消费率在改变前后都更接近城镇居民。这也意味着，改变户籍的家庭本身存在一定的选择性，我们下文使用的匹配方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

除了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我们还在2015年暑期对全国10个大城市进行了社会调查。

表5-1 2010年和2012年三类家庭的描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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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法说明

本章要估计户籍制度改革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其中，短期影响指户籍身份发生变化后消费和收入的即时反映，长期影响指身份稳定后城镇居民与农民工的消费和收入差异。本章对这二者的分析采用不同的方法。

（1）短期影响：匹配与双重差分结合的方法。

在以往研究户籍制度改革对农民工消费或收入的促进作用中，很少用到追踪数据，而只使用横截面数据可能忽略了农民工和城镇居民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使得结论可靠性和外推受到限制。在本章中，我们使用追踪面板数据，且有丰富的个人、家庭等各方面信息，因此可以采用一种基于匹配和双重差分结合的方法，能够相对有效地解决由遗漏变量、选择性等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基于倾向得分的平均处理效应方法（简称匹配方法，或ATT方法）本质上是通过计算一个倾向得分来匹配控制组和对照组，其基本思想和常用的反事实估计相同。本章基于各类协变量估算个体i会出现在处理组（如获得城镇户籍）的概率，即用Logit方法估计倾向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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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i={0，1}表示是否处于处理组，对应本章的经济意义是处理组代表农民工获得城镇户籍，控制组代表一直没有获得城镇户籍。Xi代表协变量特征的向量，β是相应的参数。倾向得分基础上的常用匹配方法包括一对一匹配、k最邻近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和分层匹配等（Becker和Ichino，2002）。设T和C分别为处理组和控制组构成的集合，Yi
 T
 和Yj
 C
 为二者的被解释变量，C（i）表示与处理组中第i个观察值对应的控制组匹配样本构成的集合，相应的倾向得分为pi，则匹配原则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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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式（5.2）找到概率最接近的对照样本，估计式相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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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NT
 为处理组的观测对象数。假设处理组中第i个观察值有Ni
 C
 个匹配对象，若j∈C（i），则设定权重为[image: ]
 否则设定权重wi
 j
 =0。权重wj
 则被定义为wj
 =∑i
 wij
 。若Ni
 C
 =1，则该匹配被称为一对一匹配。基于倾向得分的平均处理效应方法的优点是容易控制处理组和对照组的人数，并且不过分依赖于方程的线性形式。

虽然匹配方法原理上较好，但还是会有遗漏控制变量等问题（Dehejia，2005），双重差分方法可以修正这个问题。双重差分（DID）方法属于面板数据固定效应线性模型，能够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遗漏变量的问题。一般地，双重差分方法可以表示为如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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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t
 代表关心的消费和收入指标，Pit
 代表是不是城镇户籍，Xit
 代表其他控制变量，δi
 代表不可观测的固定效应，μi
 代表时间效应，εit
 代表随机扰动项。这个模型控制了不可观测效应，相比于使用横截面数据进行的线性回归，该模型得到的参数估计更可能得到一致的系数估计量。

本章主要采用匹配和双重差分结合的方法来估计农民工获得城镇户籍对消费的短期影响。第一，对处理组和控制组的两类农民工消费变量在各自时间序列上相减，能够消除可能的但又不可观测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影响。第二，以差分消费值为被解释变量，根据一系列的特征变量进行匹配和平均处理效应估计，便可得到不依赖线性回归的双重差分估计量。通过上述处理，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消费变动差异的分析，识别出户籍制度改革带来的影响。

倾向得分匹配（PSM）能够减弱选择性偏误，得到可比较的处理组和控制组样本。双重差分又能够克服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尤其可以消除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和随时间同步变化的因素的影响。假设YTi
 1
 是第1期处理组个体i的结果变量；YT
 0i
 是第0期处理组个体i的结果变量。Yc
 1i
 和YC
 0i
 是控制组个体在不同时期的结果变量。T是虚拟变量，当取值为1的时候代表处理组，当取值为0的时候代表控制组。P（X0i
 ）是根据第0期的特征变量估计得到的倾向得分。计算过程如式（5.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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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数据计算上，两种方法相互结合与普通倾向得分模型最大的不同就是结果变量。结果变量不再是截面的消费水平，而是连续时间内消费水平的变化值。

为了保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也检验结果对匹配方法的敏感性。本章除了使用一对一匹配，也采用了k最邻近匹配、半径匹配、核匹配来估计平均处理效应。这些方法都在Becker和Ichino（2002）中进行了介绍。

（2）长期影响：长期对比方法。

与短期估计的思路不同，在长期，获得城镇户籍的农民工完全市民化可能和其处于农民工状态时的消费行为有更大区别。我们可以比较城镇居民和农民工家庭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的消费差异，并分析当农民工家庭按照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时的总消费变动。我们分别对样本中总是农村户籍的农民工和总是城镇户籍的城镇居民进行如下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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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conpc指家庭年人均消费性支出；incpa指家庭人均收入和家庭人均资产；family代表一系列家庭层面变量，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家庭劳动力比例、家庭医保覆盖率和家庭养老保险覆盖率；HEAD是一组影响消费的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民族、健康和受教育年限；αi
 代表家庭固定效应；t代表时间效应；u是随机误差项。陈斌开等（2010）使用横截面数据采用这种方法估计农民工家庭和城镇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相比于使用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分析，面板数据能更好地识别各个变量对消费的边际影响，它能控制其他不可观测固定效应。

在估计了农民工和城镇家庭各个因素的边际消费倾向差异后，利用城镇家庭各因素的边际消费倾向，结合农民工家庭各个因素的均值，可以计算农民工在完全市民化后的消费。这个基本思想是：给定农民工家庭的个人、家庭和财富特征，当按照城镇居民消费模式进行消费时，会增加（减少）多少消费。


四、户籍对收入提升的影响

为了使用匹配和双重差分结合的方法，检验户籍变动对收入或消费的影响需要检验控制的协变量的平衡性，即检验控制变量在处理组和对照组间有没有显著差异，如表5-2所示。在本章中，处理组为户籍由农村变为城镇的家庭，控制组为一直在城镇且户籍没有改变即一直没有获得城镇户籍的家庭。

从表5-2可以看到，进行匹配前各个因素在控制组和处理组间差异较大，但匹配后都没有显著区别。联合检验也接受这些协变量无差异的结论。

表5-1 协变量匹配质量检验：户主户籍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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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准备的基础上，表5-3和表5-4分别分析了户主户籍改变和家庭任何人户籍改变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可以发现无论何种匹配方式都可以得到户籍改变显著提高家庭收入的结果，与本章预期一致。相比于表5-4中任何一个家庭成员户籍发生变化带来的收入效应，表5-3中户主户籍改变对家庭收入的影响要更大。


表5-3 户主户籍改变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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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格中前两列数值是相应组别（处理组或者对照组）的家庭收入在两年间变化量的均值。平均处理效应为两年家庭收入变化量的二次差分。共同支持样本量指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数量。***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


表5-4 家庭任何人户籍改变对家庭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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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格中前两列数值是相应组别（处理组或者对照组）的家庭收入在两年间变化量的均值。平均处理效应为两年家庭收入变化量的二次差分。共同支持样本量指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数量。***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

户籍变化会带来收入提高的结论验证了已有研究提及的户籍歧视，也证明了户籍歧视是收入不平等的重要来源。


五、户籍对消费的影响

农民工经济行为作为社会的重要部分，近年越来越受到重视，对农民工消费和就业的研究在逐步增多。英国《金融时报》估计，2012年中国农民工在消费品和服务上的开支为4.2万亿元，这相当于印度尼西亚在2012年全部消费支出的1.5倍。而且调查显示，生于物质更加丰富的20世纪90年代的农民工比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农民工更能花钱，他们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53%，而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的农民工的消费比例分别为47.2%和38.3%。对于农民工的这些消费现象，绝大多数研究仍然采用传统理论来解释，包括经典消费理论和对农民工的特殊社会背景影响的分析。经典消费理论主要包括收入决定论、生命周期假说和预防性理论。无论是凯恩斯消费函数还是持久收入假说都属于绝对收入决定论，这种理论在宏观层面可以部分解释近年来农民工绝对收入水平有较大提升和消费率显著下降并存的矛盾，但不能解释农民工群体相对于城市群体消费率的差异为何如此大。生命周期假说认为青年和老年时期的消费比重高于中年时期，而实际上农民工群体整体年龄偏低，青年人占比较高（2008年平均年龄为28岁），可见生命周期假说不能通过年龄构成来解释农民工低消费率的形成。预防性理论从微观角度有一定说服力：较低受教育程度和歧视的存在使得农民工收入中暂时性收入的比重更大（孔祥利等，2013），而且农民工在城市享有的社会和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张勋等，2014），这些因素会导致农民工的储蓄动机增加。陈斌开等（2010）也认为户籍制度导致了农民工的低消费率。

几个自然的问题就是：改变农民工户籍会立刻提高其消费水平吗？这种改变的路径是什么？类似的想法在一些学术文献中有所涉及（蔡昉，2011；陈斌开等，2010；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Song等，2010），但关于户籍制度对农民工消费效应的更全面可靠的实证分析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因为已有研究在识别机制上有待深化，且没有区分长短期效应。本研究将使用一个较新且规模较大的微观数据库，分析农民工市民化后短期和长期的消费提高比例。短期分析指农民工获得城镇户籍后短期内的消费模式变化。长期分析假定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后，将按照城镇居民的消费模式进行消费。由于个体消费往往存在惯性，因此我们预期短期消费效应可能小于长期消费效应。

1.基本估计结果

使用之前的处理组和对照组，以及匹配与双重差分结合的方法，我们接下来展示户籍改变对家庭消费影响的主要估计结果。表5-5展示了通过几种不同的匹配方法得到的家庭户籍改变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可以看到，各种匹配方法都显示存在户籍改变的家庭的消费显著提高，范围为2108元~3451元。


表5-5 家庭户籍改变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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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格中前两列数值是相应组别（处理组或者对照组）的家庭收入在两年间变化量的均值。平均处理效应为两年家庭收入变化量的二次差分。共同支持样本量指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数量。***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

表5-5将家庭中任何一个成年人户籍发生改变作为处理组。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也使用户主户籍发生改变作为对照组重新估计。相比于家庭其他成员的户籍改变，户主户籍的改变可能对家庭产生更多影响。由于户主户籍改变只占总户籍改变的一部分，因此样本量有所减小，对照的控制组样本仍为从未发生户籍改变的农民工家庭。我们采用和上文相似的计算过程，在检验平衡性之后，得到估计结果如表5-6所示。从表5-6中观察到的结果与表5-5类似。


表5-6 户主户籍改变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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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格中前两列数值是相应组别（处理组或者对照组）的家庭收入在两年间变化量的均值。平均处理效应为两年家庭收入变化量的二次差分。共同支持样本量指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数量。***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

2.户籍改变对消费影响的路径分析

从表5-5和表5-6可以看到，户籍制度的短期消费促进效应非常显著，那么这主要来自哪些消费项目的提高呢？我们以分项消费为分析对象，重复以上对总消费的估计思路，观察户主户籍变化对分项消费影响。估计的项目包括食品、衣着、居住、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通信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需要说明的是，在居住支出中，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自有住房使用了等价租金方法来估计居住消费支出，以符合国际惯例。对分项消费的估计结果如表5-7所示。可以看到，消费的提高主要来自食品支出的增加，其次是文化娱乐休闲支出、交通通信支出和衣着支出。其他项目没有显著变化。


表5-7 家庭户籍改变对家庭分项消费的影响（核匹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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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代表p<0.05，*代表p<0.1

3.户籍改变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

根据上文的估计结果可知，户籍改变会同时提高家庭消费和收入，但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分析。表5-8报告了通过几种不同匹配方法得到的户籍改变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可以看到，除了一对一匹配之外，其他各种匹配方法都显示，存在户主户籍改变的家庭消费率显著降低，范围在—0.329和—0.296之间。

按照一般文献的做法，当我们修改耐用品处理方法等措施来重新定义消费率时，结论基本不变，本章不再展示类似结果。

表5-8将家庭中户主的户籍发生改变作为处理组。而户主户籍改变只占总户籍改变的一部分，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也将家庭中任何人的户籍发生改变作为对照组进行重新估计。此时，处理组的样本量有所增加，控制组样本仍为从未发生户籍改变的农民工家庭。此处采用和上文相似的计算过程，在检验平衡性之后，家庭户籍改变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如表5-9所示，户籍改变对家庭消费率有降低作用这一结论仍成立。


表5-8 户主户籍改变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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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格中前两列数值是相应组别（处理组或者对照组）的家庭收入在两年间变化量的均值。平均处理效应为两年家庭收入变化量的二次差分。共同支持样本量指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数量。***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


表5-9 家庭户籍改变对家庭消费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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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格中前两列数值是相应组别（处理组或者对照组）的家庭收入在两年间变化量的均值。平均处理效应为两年家庭收入变化量的二次差分。共同支持样本量指满足共同支撑假设的样本数量。***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

4.户籍改变对消费的长期效应分析

在以往使用横截面数据进行的研究中，户籍制度的长期影响可以通过直接对比农民工和城镇居民的消费影响因素获得，如陈斌开等（2010）。由于我们的数据是面板数据，能够更好地估计各个消费影响因素的边际影响系数。我们使用式（5.6）来估计消费函数，在分别对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进行估计后，结果显示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是更好的选择。我们分别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对纯粹农民工家庭和纯粹城镇居民家庭（即户籍状态从未发生改变）进行估计，得到结果如表5-10所示。


表5-10 农民工家庭和城镇居民家庭（户籍状态从未发生改变）各自的消费函数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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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表5-10显示，相比于城镇居民家庭，农民工家庭的人均收入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人均资产的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这有可能是因为农民工的资产变现能力较差。此外，户主受教育年限促进家庭人均消费，户主年龄则与消费呈反向关系。家庭人口规模越大，人均消费则越低。医疗保障（简称医保）的提高能促进消费，但养老保险的提高会降低当前消费。

使用这些估计系数，结合农民工家庭各项影响消费因素的均值，我们可以估计农民工家庭的各项特征改变将如何影响消费。即将城镇居民家庭各变量系数与农民工家庭各变量系数相减，然后乘以农民工家庭各个因素的均值，加总之后便可得到总的人均消费变动。我们的计算结果为，农民工家庭两年人均消费均值为8745元，其人均消费大约提高了1274元，提高额度达到14.5%以上。根据国家统计局抽样调查结果，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按照我们的估计，如果放开户籍，那么农民工家庭人均消费提高1274元将使得整个居民消费提高3490亿元。而且，如果用短期户籍制度的消费促进作用进行计算，那么放开户籍带来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大。随着农村迁入城市人数和农民工人数的增加，通过放开户籍促进消费的效应会更大。


六、户籍对社会融入的影响

1.数据说明

2015年夏天，本章作者利用学生暑假返乡机会分别在北京、天津、湖南长沙、浙江宁波、广东广州、四川成都、山东济南、山东淄博、河南郑州、湖北武汉9个省份的10座城市通过发放问卷和街边访谈收集了人们对于社会身份认知的信息。上述城市覆盖了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条件各不相同的省份，同时是本省份的主要城市和流动人口聚集地，因此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此外，为了尽量提高收集到样本的代表性，我们在每个城市中按街道分层分发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722份。
[1]

 每个城市采集的样本数目如表5-11所示。

为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后续的计量分析都进行了加权处理。权重为各省份的人口数量与该省份的抽样样本数量的比值，以确保样本在不同省份具有相同的代表性。


表5-11 各城市回收的有效问卷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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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本基本的人口及社会经济特征分布如表5-12所示。在调查所得到的样本中，男性占比为49%，男女比例基本保持在1∶1左右。年龄跨度为17岁~62岁，其中35岁以下的受访者占总样本的57%，这可能跟年轻人更愿意回应调查有关。样本年龄结构偏向年轻化，31.8%的被调查者未婚。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有71%以上受访者的受教育水平在专科及以上。此外，共产党员占样本总数的30.3%，汉族占比为95.4%。

本次调查重点关注了受访者的户籍状态，将户籍划分为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本市户籍和外地户籍。约67.9%的被调查者是调查地点本市的户籍，其中拥有本市城镇户籍的人口占多数。另外，25.2%的被调查者是农村户籍。


表5-12 样本特征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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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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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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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对受访者产生主观影响，问卷中并没有强调农民工身份，而是考察了受访者总体对社会身份的认知情况。例如，调查问卷中的具体问题为：您是怎么看待自己的？请从下列18个选项中选出您觉得最符合您日常感觉的身份。备选的18种身份被分散而混杂地罗列在问卷上，由访问员逐一念给受访者听，让受访者自己选择最符合自己日常感受的社会身份。

表5-13列举了受访者对自己最认同社会身份的选择情况。可以发现，受访者选择频率最高的选项是普通人这一身份，22.56%的受访者对该身份最认同。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认同感也较高，有18.11%的受访者选择了知识分子这一选项。此外，对性别身份的认同也较高，最认同女性身份的样本占比为12.12%，而最认同男性身份的样本占比为8.22%。紧随其后的为由户籍制度和地域因素所引起的本地人、城市人、外地人等社会身份。


表5-13 社会身份认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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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选择农民工为最认同身份的样本较少，这是由于此次调查为街头随机调查，其中外地务工人员本身占比较少。这部分强烈认同自己农民工身份的个体为后续主要分析对象，通过比较他们与其他身份认知群体的差异，我们将分析农民工这一社会身份所带来的相关影响。

2.社会身份影响

本部分定量分析农民工这一社会身份如何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行为选择及价值判断。

（1）社会地位。

本次调查要求每个受访者对目前自身社会地位进行打分，该分数反映了受访者对于自身社会地位的主观认知。此外，我们还询问了受访者对自身10年后社会地位的预计情况，用这一得分减去目前社会地位得分，可以得到新变量“预期10年后社会地位变化”。新变量的最小值为-6，最大值为9。数值为负说明受访者预期自身未来社会地位会下降；数值为正说明受访者预期自身未来社会地位会提升。数值越大，表示受访者相信自己未来社会地位的提升度越大。

通过回归分析我们发现，农民工身份认知提升了其对目前自身社会地位的判断，如表5-14所示。这可能是由于控制了户籍因素的影响，农民工群体的收入、社会见识等应该要好于普通农村居民，从而提高了其对自身目前社会地位的判断。但是农民工社会身份的认知显著降低了该群体对自己10年后社会地位提高的预期，反映了农民工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悲观心理。


表5-14 农民工身份对自身社会地位及其预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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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2）行为选择。

除了关注农民工社会身份对社会地位的影响，问卷设计中还考虑了该身份对某些行为选择的影响，包括：以你现在的状况，你是否愿意克制欲望，减少消费，增加储蓄？以你现在的状况，你是否愿意接受比目前更辛苦的工作，以挣得更多的工资？以你现在的状况，你是否愿意为了让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花费更多的金钱？以你现在的状况，你是否愿意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作?1代表完全不愿意，5代表完全愿意。

根据表5-15的结果可以发现，农民工身份对这四类行为的主观选择没有显著影响，与其他社会身份群体的选择类似。


表5-15 农民工身份对行为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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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3）价值判断。

目前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不同社会群体面临不同工作待遇的现象，因此，此次调查还询问了受访者对于这一现象的主观评价。具体问题如下。请问您是否同意以下说法：户籍不同的人应该接受不同的工作；受家庭背景不同的人应该有不同的工作；性别不同的人应该接受不同的工作；受教育水平不同的人应该接受不同的工作；官员的收入应该高于其他工作类型的人?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

根据表5-16可以发现，认为自己为农民工身份的群体在大部分价值判断上与其他社会身份群体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不太认可性别不同的人应该接受不同的工作。这可能是因为在农民工群体中，男女所承担的工作的社会地位、劳累程度、收入水平等没有明显差别。


表5-16 农民工身份对评价体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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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括号中数值为标准误

以上结果表明，农民工身份认知提高了其对目前自身社会地位的判断。这可能是因为相比农民，农民工群体在收入和见识上较好，但是农民工身份认知显著降低了农民工对自身10年后社会地位将得以提高的预期。此外，农民工身份认知对于前文中列举的四类行为的主观选择并没有显著影响，基本判断与其他社会身份群体类似。认可自己为农民工身份的群体在大部分价值判断上与其他社会身份群体没有显著差异，但是不太认可性别不同的人应该接受不同的工作。这可能是因为在农民工群体中，男女所承担的工作的社会地位、劳累程度、收入水平等确实没有明显差别。




[1]
 其中一份问卷缺少部分信息，但仍视其为有效问卷。


七、当前户改问题及今后思路

如表5-17所示，中国的户籍制度变动从1951年到1958年开始逐步收紧，一直到1984年之前都处于严厉的限制状态，之后才逐步放开。


表5-17 中国户籍制度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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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解决当前户口管理工作中几个突出问题意见的通知》，目的是在继续坚持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原则下，逐步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近年来，全国大部分省份都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但基本上遵循了1998年这次改革的意图。即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最大，中小城市次之，省会等特大城市户籍制度改革的力度最小。

然而，这一意图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市场的。城市越大，吸引的流动人口越多，户改可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效应越大。如果流动人口进入量越大的地区的户籍限制越严格，那么近年的户改效果很小就是意料中的事了。

表5-18为2014年外出农民工流向地区的分布及构成。可以看到，户籍放开力度最大同时数量众多的小城镇吸纳的流动人口只占外出农民工的34.9%，数量较少的直辖市、省会城市吸纳了外出农民工的30.5%。另外，多为中等城市的地级市也吸纳了34.2%的外出农民工。考虑到在大城市的收入和消费要远高于在小城镇的收入和消费，放开大城市的户籍带来的经济效应无疑要大得多。


表5-18 2014年外出农民工流向地区的分布及构成

[image: ]


图5-1能够更直观地说明户改方向问题。大城市、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
[1]

 本身流动人口占比很大，而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流动人口占比很小，这意味着真正需要改革的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及超大城市。

[image: ]
图5-1 五类城市流动人口占比



我们的研究发现，大城市是农民工受到压抑最严重的地区，同时是放开户籍制度约束可能获得最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地区。政策制定者应该充分认识到户籍改革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认识到当前户改的不彻底和不完善，去着力解决大城市的户籍约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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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们定义超大城市为人口在1000万人以上的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特大城市为人口在500万~1000万人之间的城市。大城市为人口在100万~500万人之间的城市。中等城市为人口在50万~100万人之间的城市。


第六章 新常态下中国货币政策的转型与预期管理

一、中国货币政策正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贫穷落后、资金匮乏，政府实施了利率管制政策为投资提供廉价资金以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利率管制政策并不是中国所独有的，而是多数国家在经济发展特殊时期的共同选择。例如，美国以“Q条例”为代表的利率管制政策为其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之后的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款筹集，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利率管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由于利率管制下的非市场化利率无法真实反映市场供求与经济冷暖，而数量型指标能更直接地显示信贷和投资活动的强弱，更能满足中国过去高投资发展模式的需要，因此中国货币政策采用了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等数量型指标作为中介目标。
[1]



然而，尽管利率管制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但其弊端已逐步凸显。弊端之一是利率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家庭财产性收入，恶化了收入分配格局。由于中国金融市场尚不完善，居民缺乏除银行存款以外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渠道，中国居民的存款占比很高。
[2]

 利率管制严重压低了存款利率，使得中国居民家庭的利息收入偏低，在收入分配格局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1996—2003年，中国实际存款利率达到3%的水平，家庭利息收入占GDP的比重为5%~6%。然而，2004—2012年，中国实际存款利率降到了负值（-0.3%）。在居民储蓄占GDP的比重从45%左右提高到70%左右的情况下，中国家庭利息收入占GDP的比重反而明显下降，比如，2009年中国家庭利息收入占GDP的比重仅为2.5%。

弊端之二是利率管制在刺激投资的同时抑制了消费，导致总需求结构严重失衡。由于中国长期实施利率管制，基准贷款利率明显低于市场利率，从而压低了资金成本，刺激了全社会的投资行为，推高了投资率。并且，在利率管制之下，居民财产性收入和预期可支配收入明显下降，降低了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增长率。陈彦斌等（2014）通过定量测算发现，利率管制使中国的消费率下降了近9个百分点。

弊端之三是以突破利率管制为目的的金融脱媒成为普遍现象，金融风险不断积聚。利率管制下的资金价格很低，而资金天然具有嫌贫爱富的特性，这就使得影子银行规模不断扩大并受到追捧。中国社科院发布的报告指出，2012年年底中国影子银行体系规模已达到20.5万亿元，占2012年GDP和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分别达到40%和16%。影子银行存在的运作不规范和监管不完善等问题使得金融风险大幅增加。

由于利率管制引起了上述收入分配恶化、总需求结构失衡和金融风险加剧等严重的宏观经济问题，利率市场化势在必行。同时，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也进一步表明利率市场化是新一轮改革主旨之所在。

美国的经验表明，利率市场化进程往往伴随着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转变。美国利率管制政策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复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通货膨胀（简称通胀）率不断上升。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两次石油危机更是促使美国经济陷入滞胀。然而由于利率受到管制，美国既无法应对高通胀，又无法解决金融脱媒形成的高利率
[3]

 ，利率管制的弊端开始显现。在这一背景下，美国开始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美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是货币供应量。然而，金融创新的涌现和利率管制的放松加大了货币定义和测度的难度，并使货币供应量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稳定联系被打破，从而导致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都大幅减弱。
[4]

 于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简称美联储）不再强调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自1993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正式声明不再以数量型指标作为实施货币政策的指导后，美联储开始将联邦基金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当前，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金融创新不断涌现，利率市场化逐步推进，中国也正面临数量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逐渐失效的困境，货币政策将以“价”为方向进行重构已成必然趋势。第一，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大幅下降。2008年以来，以银行理财和余额宝为代表的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这些金融产品既具有较好的流动性，又能作为价值储存手段赚取利息，是一种介于货币资产和非货币资产之间的准货币形态的资产，这就要求对货币供应量的测算口径进行相应调整。然而，由于对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不够规范，很多产品的实际规模无法被测定，因此也就难以准确测算经济中的货币供应量水平。
[5]

 第二，金融创新的涌现为融资提供了新的渠道，贷款在总社会融资中的地位显著下降，使得数量型中介目标的可控性大幅减弱。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新增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已由2002年的91.9%大幅下滑至2014年的59.4%。第三，货币供应量指标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稳定关系逐渐消失，数量型中介目标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很弱。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与GDP的比值一直在不断上升，尤其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广义货币（M2）与GDP之比迅速由153%（2008年）上升至192%（2014年），这意味着以M2为代表的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变化已不能很好地反映GDP的变动。
[6]






[1]
 本章所讨论的数量型货币政策和价格型货币政策是针对中介目标而言的。以信贷、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被称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以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则被称为价格型货币政策。


[2]
 2012年，中国城镇家庭以存款形式持有资产占中国城镇家庭总资产比重达到23.7%，城镇最贫穷10%家庭的该比重更是达到33.5%。而2010年，美国家庭以存款和现金形式持有的资产占美国家庭总资产比重只有4.3%，美国最贫穷10%家庭的该比重也不过16.5%。资料来源：中国数据根据Aordo（2012）计算得到，美国数据根据SCF（2010）计算得到。


[3]
 这里的高利率并不是指美国受利率管制的存款利率，而是指以突破利率管制为主要目的的金融创新产品的高市场化利率。


[4]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需要满足三条标准，即可测性、可控性和相关性。可测性指该目标能够被迅速和精准地测量。可控性指中央银行能够对该目标实施有效控制。相关性指该中介目标对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存在可预计的影响。


[5]
 基于上述原因，央行在2010年提出了社会融资总量的概念，试图将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社会融资总量本质上是一个比M2口径更大的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但事实上，社会融资总量依然遗漏了很大一部分社会融资，比如国债、外国直接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以及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


[6]
 M2与GDP之比的快速上升在理论上被称为货币数量论的失效。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货币数量论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和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吸收了大量货币，导致真正流入实体经济的货币量并没有M2表面上增加的那么多。相关研究请参见：陈彦斌，郭豫媚，陈伟泽.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货币数量论失效研究。工作论文，2014.


二、转型过程中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已出现下降

在货币政策由数量型向价格型的转型中，由于数量型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大幅下降，而价格型货币政策体系尚未完善，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货币政策整体有效性下降的问题。随着存贷款利率管制的解除，中国利率市场化进程接近尾声，但中国的基准利率体系依然没有市场化。根据国际经验，基准利率需要具备市场化、基础性和可控性的特点。然而，中国的基准利率并不是通过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工具来间接影响的，而是直接由央行决策而定。这意味着中国的基准利率体系尚没有市场化，央行在基准利率定价中并不是起间接干预的作用，而是充当了一个具有绝对定价权的角色。并且，中国基准利率的调整不需要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没有直接影响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表明中国价格型货币政策体系还十分不成熟。此外，由于中国利率传导机制不健全，基准利率与其他市场利率间的传导不通畅，使得价格型货币政策难以发挥有效作用。

从现实状况来看，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实际运行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了频繁的调控，但调控效果已明显减弱。2008年以来，央行累计调整基准利率的次数达18次，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已由4.14%降至1.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由7.47%下降至4.35%。2014年11月以来，货币政策调控尤为频繁，已实施了6次降息、4次降准以及多次定向降准等。2015年下半年，央行更是频繁使用双降政策，分别在2015年6月28日、2015年8月26日和2015年10月24日宣布同时降低存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
[1]

 这也反映出以降息和降准为主要操作手段的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在不断下降，央行已不得不双管齐下。

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表现之一是经济增速出现了周期性下滑，货币政策不仅没能提振经济，而且未能阻止产出缺口进一步扩大，如图6-1所示。2008年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实际GDP增速由2000—2007年的年均10.51%下降至9.6%，并进一步下滑至2012—2014年的年均7.6%。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后的必然趋势，社会各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速由高速增长转换至中高速增长已达成共识。但增长核算表明，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周期性下滑。2008—2011年以及2012—2014年中国实际经济增速均小于潜在增速，并且产出缺口由2008—2011年的年均1.2个百分点进一步扩大至2012—2014年的年均1.8个百分点，表明我国自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应对经济增速周期性下滑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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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142.2000—2014年中国实际GDP增速U5%与U产出缺口变化

资料来源：实际GDP增速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产出缺口数据来自：郭豫媚，陈彦斌.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估算及其政策含义：1979—2020.经济学动态，2015 （2）

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表现之二是难以保持通货膨胀水平在3%的政策目标水平上运行，如图6-2所示。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在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M2/GDP快速上升。2007年，M2/GDP约为152%。2010年，该比值上升至181%。2014年年底，该比值进一步上升至192%的高位。较高的M2/GDP反映出中国的货币流动性十分充裕。更有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已经出现了货币超发问题。理论上，在M2/GDP处于高位时，通货膨胀率[以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衡量]应该较高。然而，通货膨胀率的走势背离了M2/GDP的变化趋势。2011年以后，M2/GDP进一步从170%上升至2014年的192%，但CPI呈现回落趋势，由5.4%的较高水平快速下降至2%的低位，这表明货币政策在保持合理通货膨胀水平的能力上也大幅下降。尤其是自2014年以来，尽管货币政策进行了多次降准和降息，并配合定向降准、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常备借贷便利（SLF）、中期借贷便利（MLF）和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宽松货币政策操作，但通货膨胀率仍在继续下降。通货膨胀率在2014年8月已降至2%以下，2015年1月更是降至0.8%，大幅偏离3%的政策目标水平。与此同时，截至2015年11月，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更是已连续45个月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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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2000—2014年中国M2/GDP与CPI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2013年以来，央行除了使用常规的存贷款基准利率、准备金率和正（逆）回购等常规工具，还创设了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和抵押补充贷款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在这些新型货币政策工具中，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主要用于调节短期流动性，是对公开市场业务的补充和完善。常备借贷便利是央行流动性供给的渠道，主要功能在于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中期借贷便利是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币政策工具，旨在引导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提供低成本资金。抵押补充贷款的主要功能是为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社会事业发展而对金融机构提供的期限较长的大额融资。设立如此复杂和功能各异的货币政策工具恰是传统货币政策工具难以有效提供流动性和引导社会融资成本下行的反映。不过，新型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十分不透明，且设立时间并不长，这些工具的效果还有待检验，其是否能够弥补传统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下降尚不明确。




[1]
 2015年6月28日宣布的双降政策采取的是定向降准，2015年8月26日宣布的双降政策中的降准政策是从2015年9月6日开始施行的。


三、预期管理是应对货币政策有效性下降的重要手段

国际经验表明，预期管理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这意味着加强预期管理是中国货币政策失效困境下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关键。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前瞻性指引作为预期管理的手段之一，在美国和欧洲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Bernanke（2012）指出，在名义利率受到零下限约束时预期管理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复苏。这对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已大幅下降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预期管理主要指政府通过信息沟通来引导市场预期，从而达到货币政策目标的过程。预期是影响市场行为决策从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因素，而预期管理正是通过信息沟通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改变对市场进行预期时的信息集，从而影响市场预期，进而达到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目的的。预期管理的主要方式是沟通。根据沟通内容的不同，预期管理可以分为以下三种类型。一是对政策目标进行沟通。明确的政策目标是市场进行预期的重要依据。事实上，被新西兰、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和西班牙等发达国家所青睐的通货膨胀目标制正是通过明确政策目标来进行预期管理的例子。通货膨胀目标制通过明确通货膨胀目标，锚定公众对通货膨胀的长期预期，达到稳定通货膨胀的目的。二是对当前货币政策操作和经济运行状况进行沟通。由于市场与政府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因此政府对货币政策的操作进行解释和对当前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做出解读，将有助于市场更好地理解货币政策意图和把握经济运行状况，从而形成更为理性的预期。美联储会议纪要、货币政策报告、官员讲话、央行工作论文等即属于这一类型。三是对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向进行沟通。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理论，长期利率是由当前利率和未来利率共同决定的，现实中的市场在进行投资决策时更为关心的是长期利率，因此，未来货币政策的变化影响着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进而影响着投资。这正是前瞻性指引政策起作用的重要机制之一。

已有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更为严密地论证了预期管理对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的积极作用。一是在货币政策因受到利率下限约束而失效时考察了预期管理的作用。Krugman（1998）在研究日本20世纪90年代的流动性危机时提出，预期管理能够帮助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他指出，在名义利率不能进一步下降时，提高预期的未来价格水平能够降低实际利率，从而刺激经济。此后，许多学者开始注意到，在利率工具由于零利率下限约束难以起作用时，预期管理能够极大地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并进一步拓展了Krugman（1998）的研究。研究发现，虽然短期利率在降到零后，我们不能对其进行进一步调整，但根据利率期限结构理论，政府可以通过影响人们对未来利率的预期来改变长期利率，从而影响人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Eggertsson和Woodford，2003；Woodford，2003；Bernanke等，2004）。Eggertsson和Woodford（2003）还指出，当短期利率降为零后，经济会面临巨大的通货紧缩和衰退风险，而避免衰退的方法是央行承诺将在未来更长时期内将利率保持在零的水平。Woodford（2005）则从通货膨胀预期的视角出发，通过构建一个简化的新凯恩斯模型进一步详细探讨了预期管理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并通过数值模拟结果证明，当货币政策受到零利率下限约束时，提高市场的通货膨胀预期能够降低危机带来的福利损失，从而提高政策有效性。

二是从货币政策透明度视角出发，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框架下证明预期管理能够有效地引导预期并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Morris和Shin（2002，2008）构建了一个包含私人信息和公共信息的模型，为预期管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他们认为经济人在形成预期时会依赖公共信息，因此货币政策透明度会通过改变公共信息集影响市场预期，从而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Morris和Shin实际上继承了Goodfriend（1986）的思想，Goodfriend（1986）主张央行应主动通过公布准确的货币政策信息来降低预期的偏差，并指出这样做能够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进一步地，越来越多的研究都指出，央行的信息沟通能够增加货币政策透明度，这能使货币政策更加有效（Mariscal和Howells，2010）。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首先，透明的货币政策能够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Eijffinger等，2000）。其次，更为透明的货币政策能够提高央行的信誉，增进市场信心（Van der Cruijsen和Demertzis，2007）。最后，央行的信息沟通会影响私人部门的预测能力，从而影响货币政策传导机制（Papadamou，2013）。


四、中国预期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

前文的分析表明，预期管理对改善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应对预期管理予以重视。然而中国的预期管理总体上是失败的，市场预期不仅十分混乱，而且时常与央行意图相背离。例如，2014年5月，央行表示对国家开发银行（简称国开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简称建设银行）进行再贷款，这一政策出台后，市场上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读。部分人士认为，定向宽松表明央行不会采取总量宽松的货币政策，体现了央行坚持稳健货币政策的态度。但也有许多机构和学者认为，尽管央行反复重申货币政策要保持定力，但定向宽松政策实际上意味着总量宽松政策即将到来。再比如，对2015年2月和2015年4月的降息操作市场也产生了不同的解读。2014年以来，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经济增速方面，中国实际经济年均增速已由2000—2007年的10.51%和2008—2011年的9.65%下滑至2012—2014年的7.58%；在通货膨胀率方面，2013年1月—2014年8月的CPI基本维持在2%~3%。2013年9月之后，CPI徘徊在1%左右。2015年1月，CPI又进一步下滑至0.8%。同时，新增外汇储备开始减少，2014年12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3.84万亿美元，相比2013年的3.82万亿美元，仅增加了200亿美元。这一增量不仅远低于2013年5000亿美元的水平，而且创下了10年来的新低。在这一复杂背景下，央行实施了两次降准，但对于这两次降准的政策意图，市场产生了不同的解读。一方面，市场把降准解读为应对经济增速和通货膨胀率双双下滑的宽松货币政策操作；另一方面，市场又认为这仅仅是为了应对外汇占款下降导致的货币供给不足。

中国预期管理之所以不成功，主要是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过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明确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而周小川则在公开场合明确表示，中国货币政策的目标不仅包括低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而且包括保持较高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央行货币政策操作中又逐步将金融稳定、促改革、调结构和惠民生等多项内容纳入货币政策工作目标中。在《2008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央行首次将金融稳定列为货币政策的重要目标，明确指出要“根据形势变化及时适度调整货币政策操作，确保货币信贷稳定增长及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维护币值稳定和金融稳定，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2014年，随着融资成本高的问题的凸显，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也被纳入货币政策目标之中。
[1]

 过多的目标使得市场难以明确货币政策操作的根本目的，增加了预期形成的难度，同时降低了预期的稳定性。

二是央行对货币政策基调的表述不明确。自2011年第一季度以来，尽管宏观经济形势与货币政策操作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央行连续17个季度声明“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更糟糕的是，央行还曾说明，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含义既包括防止通货紧缩，也包括防止通货膨胀。
[2]

 因此，“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含义事实上十分模糊，根本无法让市场了解政策的真实意图，自然也难以引导市场预期。正是因为央行没有充分让市场理解其政策意图，所以央行在出台再贷款和降准操作后，市场会产生“宽松”和“稳健”两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三是央行与市场的沟通不够充分。央行与市场存在多重沟通方式。以美国为例，美联储与市场进行沟通的最重要途径是定期发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美联储会提前一年时间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会议时间，在会议结束后会发布少则10页多则20页（正常PDF格式11号字体）的会议纪要。在会议纪要中，不仅包含会议讨论的详细内容和会议决定，还会公布各个委员对这一决定的支持与反对情况。在每年3月、6月、9月和12月召开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后，美联储还会公布具体的对美国未来经济增速、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定量预测，并会对这些预测数据进行解释。除此之外，美联储的沟通方式还包括记者招待会、货币政策报告、美联储官员讲话、官员访谈、新闻发布会、专栏文章和美联储官员研究成果等。在上述沟通方式中，既有书面形式又有口头形式，既有会议讨论记录又有正式的研究成果，既有具体政策操作又有对政策操作的解读，足以显示出美联储对沟通的重视。相比之下，中国央行并没有及时和充分地公布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会议内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货币政策委员会实行例会制度，在每季度的第一个月份中旬召开例会。然而，在央行网站货币政策栏目项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一栏里，央行仅公布了2009年第四季度、2010年第一季度、2010年第二季度和2015年第一季度这四次例会的信息。并且，每期会议公布的内容只是寥寥数百字，内容多为官方的行政性和描述性语言，与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纪要相去甚远。另外，虽然中国央行也有类似的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政策操作新闻发布、央行官员讲话和央行内部工作论文等，但沟通的内容和质量还十分不足。以最受市场关注和对市场预期具有重要影响的《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为例，其中第五部分“货币政策趋势”中关于中国未来宏观经济的走向是披露央行对宏观经济预测的重要板块。但从各季度报告来看，这一板块充斥着模糊的描述性语言，没有给出明确的央行对宏观经济走势的定量判断，从而丧失了引导预期的功能。

四是央行的信息披露存在较大滞后性，极大降低了货币政策的透明度。例如，2014年9月，央行创设了中期借贷便利来为市场提供中期基础货币。2014年9月和2014年10月，央行向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较大规模的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分别投放期限为3个月、利率为3.5%的中期借贷便利5000亿元和2695亿元。而对于上述操作，央行一直到2014年11月6日发布《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时才在该报告中予以明确说明，货币政策操作的信息披露时滞长达2个多月。更为严重的是，在此之前，市场始终认为央行投放的是常备借贷便利，对期限的误判事实上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预期的错位。

中国可以采取的加强预期管理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进一步减少并明确货币政策调控目标，这有利于形成理性和稳定的预期。在中国复杂的经济运行环境下，当前中国货币政策应主要以维持合理的经济增速和物价水平为目标来进行相机抉择的调控。二是加强央行与市场的沟通，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增加市场在形成预期时可获得的信息。央行与市场进行沟通的途径包括央行会议纪要的发布、货币政策报告、记者招待会、官员讲话、新闻发布会、专栏文章和央行官员学术研究成果，内容和形式可以包含央行对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势，尤其应注重对货币政策操作进行事前沟通和事后解释（Woodford，2005），特别是应及时公布货币政策相关操作及其意图，避免市场误读。三是加强央行的研究能力。较强的研究能力是央行进行有效的预期管理的前提。这是因为，预期管理理论之所以强调央行与市场的沟通，就是认为央行比市场掌握了更多的关于经济运行的信息、对未来经济的走势有更好的判断力。央行的这种优势一部分来源于央行是政府机构的组成部分，具有信息优势；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央行具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专业水平。

当然，预期管理并不是一个万能的工具，对于处于转型中的中国货币政策体系而言，最重要的还是构建起健全的价格型货币政策体系。一是要加快培育市场化的基准利率。就目前来看，将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作为基准利率来培育是较为合适的。原因之一是，中国国债尚存在期限结构不合理以及二级市场发展滞后等问题，以国债利率作为基准利率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原因之二是，自2007年1月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正式运行以来，金融市场已开始逐步形成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为基准的定价群，因此更易于被培养成市场化的基准利率。二是要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从而为价格型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发挥作用建立起健全而有效的市场机制。自2013年7月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管制后，目前仅剩下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受到管制。但是，放开存贷款利率上限并不意味着利率市场化的实现。要完全实现利率市场化，还必须提高银行业竞争程度。这是因为，市场的竞争程度是形成市场化利率从而有效配置资源的重要条件，由竞争性的资金市场决定价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
[3]

 而当前中国银行业存在较强的垄断力量，因此仅放开存款利率上限并不能得到竞争性的市场化利率。三是要打破利率双轨制，完善利率传导机制，疏通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作用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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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14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多措并举以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十条措施中的第一条就指出，要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信贷总量合理增长，着力调整结构，优化信贷投向。《201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也将降低社会融资成本作为下一阶段的主要政策思路，《2014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2]
 具体请参见《2010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3]
 市场结构可以主要分为四种：垄断市场、寡头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完全竞争市场，前两种市场结构所形成的价格虽然是市场化价格，但不是竞争性的市场价格，只有后两种市场结构所形成的价格才是竞争性的市场价格。


第七章 新常态下中国创新财税激励政策的特征与绩效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开始强调创新在实现经济增长中的关键性地位，并通过一系列政策设计对社会创新活动进行激励。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对我国现阶段创新体系的总体框架进行了顶层设计。《纲要》在肯定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强调要通过财税激励和金融支持为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提供扶持。主要的财税激励政策包括研发（R&D）补贴和税收激励。这些政策作为中国研发投入和专利增长的重要制度背景，正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本章主要从研发补贴、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以及专利申请补贴这三项主要的财税激励政策出发，对这些政策的基本特征、实施效果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创新活动现状

（一）研发投入情况

中国研发投入呈现高速增长的变化趋势，如图7-1所示。2000—2013年，中国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简称研发支出）由2000年的895.66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11846.60亿元。2013年，中国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是2000年中国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13.23倍，年平均名义增长速度达到21.97%。在研发投入强度方面，2000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0.90%，2013年则增长至2.08%，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年均增速为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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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中国研发经费内部支出及研2.5发%投入强度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中国研发投入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企1.业5%研发支出的提高，显示出企业的市场创新主体地位正不断增强。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2003—2013年，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的企业资金由925.4亿元增长至8837.7亿元。2003年，企业资金占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比例为60.11%，而2013年则上升至74.60%。在企业研发活动中，政府资金所占的比例也由2003年的4.93%下降至2013年的4.51%；企业自筹资金占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比重则由2003年的87.47%上升至2013年的93.23%。

从支出方向上来看，中国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主要偏向试验发展，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上的投入比例较低。2013年，在中国研发经费内部支出构成中，基础研究支出、应用研究支出以及试验发展支出分别为554.95亿元、1269.12亿元和10022.53亿元。三类支出占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比例分别为4.68%、10.71%和84.60%。从横向比较来看，2012年，美国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占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比例分别为16.5%和19.2%；2011年，日本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占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2.9%和22.0%。

（二）研发产出的基本情况

1.专利申请量和专利授权量高速增长

我国专利申请量是发明专利申请量、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之和。2014年，我国国内专利申请量为221.06万件，是2000年我国国内专利申请量的17.25倍，年平均增长率为22.56%，如图7-2所示。这不仅反映出创新活跃程度的快速提升，还反映出创新主体谋求专利保护的积极性的提高。2014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80.11万件，占我国国内专利申请量的36.24%。与2000年相比，2014年中国发明专利申请量是2000年的31.61倍，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7.98%，呈现出比其他专利申请量更高的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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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中国国内专利申请量与发明专利申请量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除专利申请量外，我国国内专利授权量同样呈现高速增长趋势，如图7-3所示。2000—2014年，中国国内专利授权量由8.55万件增加至120.94万件，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0.83%。同一时期，中国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由6177件增长至16.26万件，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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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中国国内专利授权量与发明专利授权量



资料来源：《中国科技统计年鉴》

2.专利申请和授权中的发明专利占比有所提高

在我国的三类专利中，发明专利的审查最为严格。因此，发明专利在三类专利中的比重通常被认为是反映技术创新程度和创新能力的主要指标之一。从专利申请和授权的结构来看，我国专利中发明专利占比呈现上升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年，我国国内专利申请量为12.82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2.53万件，占2000年国内专利申请量的19.73%。2014年，我国国内专利申请量增长至221.06万件。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为80.11万件，占2014年国内专利申请量的比例为36.24%。我国国内专利授权量中发明专利的占比同样有一定程度的提高。2000年，中国国内专利授权量为8.55万件，而发明专利授权量为6177件，占2000年全部专利授权量的7.22%。2014年，中国国内专利授权量为120.94万件，而发明专利授权量为16.26万件，发明专利占比上升至13.44%。

发明专利申请量占比的增长幅度超过发明专利授权量占比的增长幅度。图7-4展示了1995—2014年中国国内专利申请和授权中发明专利占比的变化趋势。1995—2014年，在国内专利申请量中，发明专利申请量占比基本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变化趋势。但是在国内专利授权量中，发明专利授权量所占比例的上升主要发生在2004年之前。在此之后，该比例并未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而是基本在10%~15%波动。这说明虽然我国的创新主体在发明专利申请上的参与意愿日趋强烈，但创新能力的提升幅度相对有限，使得通过专利审查并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的增长相对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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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1995—2014年中国国内专利申请和授权中发明专利占比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得出

3.三类专利申请量对工业企业生产率的促进效应均不显著

为研究专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本报告收集了工业企业的专利数据，并通过将专利数据与工业企业数据库合并构建了包含企业专利申请和授权信息的面板数据。在剔除变量缺失值后，该样本包含2000—2007年的79372个样本观测值。在此基础上，本报告进一步分析了专利申请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企业生产率以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估计中控制了所有制、人力资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出口比重、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时间虚拟变量以及企业固定效应。此外，人力资本以人均工资水平作为代理变量；企业规模等于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出口比重等于企业出口占工业销售额的比例。为避免双向因果关系可能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企业专利申请量、人力资本、出口比重和规模均滞后一阶。考虑到企业生产率和专利申请量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这里的计量估计采用了工具变量法。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为各省份对三类专利的申请补贴政策的虚拟变量，以及政策是否存在附加条件的虚拟变量。表7-1呈现了具体的计量估计结果。


表7-1 专利申请量对工业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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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识别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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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报告的是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括号中为标准误。*、**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所有回归均采用了基于企业聚类的标准误修正，并包含了常数项以及时间虚拟变量

由计量结果可知，我国工业企业用于专利申请的技术并未对企业生产率起到显著影响。表7-1列（1）所对应的计量估计以专利申请量为解释变量。由列（1）的结果可知，专利申请量的系数估计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企业用于申请专利的技术并没有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起到显著影响。表7-1的列（2）~列（4）则在区分专利类型的基础上分别考察了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而列（5）则同时考察了三类专利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这些结果中，三类专利的系数估计值均不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我国企业用于申请专利的技术在企业生产中并未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显著影响。


二、支持研发的财政补贴政策：特征与实施效果

（一）研发补贴的主要特征

研发补贴是我国最主要的创新激励的财税政策之一，具有非常明显的行政性主导特点。目前，我国的研发补贴主要采用与科技项目相关的管理模式。在这一框架下，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根据产业和重点领域的技术规划，通过行政的方式设立相应的科技计划供科研机构和企业申请，对具体项目申请的评审和项目的结项管理主要依靠专家评审。在这一模式下，技术方向和项目的选择主要由行政方式决定，而不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这种行政管理模式在为社会创新主体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可能会导致资源配置上的扭曲和寻租问题。此外，受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识别和选择被补贴对象往往成本高昂。在这种信息不对称下，一些企业通过对项目进行“包装”来骗取政府科研支持，从而进一步降低了资金配置的效率。

我国研发补贴的绝对金额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但研发补贴强度呈下降趋势。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在2003—2013年由460.6亿元增长至2500.6亿元，年均名义增速为18.43%，如图7-5所示。但是，从比例上来看，政府资金占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比重持续下降。2003年，该比重为29.92%，而2013年下降至21.11%。造成这一变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强调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在此背景下，企业资金在研发投入中不断提高。2003年，企业资金占研发经费内部支出的比重为62.37%，而2013年这一比例上升为7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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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5 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得出

我国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主要支持对象是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企业获得的用于研发活动的政府资金非常有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规U%模U以上工业企业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为359.75亿元，仅占2013年全国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16.36%。2013年，各类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所得到的政府资金分别为1481.23亿元和516.9亿元，占2013年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比例分别为59.23%和20.67%。此外，2013年，我国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为9075.8亿元，其中，政府资金所占的比例仅为4.51%。从研发补贴强度的变化趋势来看，如图7-6所示，尽管政府为企业研发所提供的资金在绝对金额上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但研发补贴强度总体呈现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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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6 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和计算得出

从企业的分布来看，政府资金的绝大部分由工业企业获得，并且相对更多地集中于大、中型工业企业。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的政府资金为8318.4亿元，占2013年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91.65%。此外，从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在不同规模工业企业的分布来看，研发补贴强度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提高。从图7-7可以看出，2013年，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获得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比例分别为4.48%和4.27%，而小型企业获得的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比例仅为3.90%。

此外，我国的研发补贴具有明显的所有制44.偏34向性特征。图7-8展示了2013年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比例。从中可以看出，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所占比重为8.56%，不仅大大高于私营企业3.02%的比例，也高于2013年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32%的平均值。从这一分布状况来看，我国研发补贴对象的选择具有偏向国有企业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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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7 2013年不同规模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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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8 2013年不同所有制工业企业研发经费内部支出中政府资金的比例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得出

（二）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主要特征

我国最主要的研发税收激励政策是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即对于符合要求的研发费用的实际发生额，在相应纳税年度中可以按照150%的比例从所得税中加计扣除。如果当年存在不足抵扣的部分，还可以在五年内按100%的比例结转抵扣。

该政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第一，该政策并不依照项目审核来选择激励对象，所有适用该项政策的企业都可以自主选择研发投入的具体方向。这就使得政府在提供研发税收激励的同时能够更好地发挥市场在创新中的资源配置作用。第二，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对于适用该政策的企业具有较强的激励效果。根据戴晨和刘怡（2008）的测算结果，假设企业所有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均可以在当年实现，而且使用统一的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那么衡量税收激励强度的B指数为0.87，即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将使企业税后的研发成本下降13%。第三，该项政策具有事后补偿的特征。该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将根据企业研发费用的实际发生额进行加计所得税扣除。因此，该政策并不在事前给予企业任何用于研发投入的资金支持，而是仅在企业发生研发费用后，通过加计扣除所得税来提供补偿和激励。这种后付型的补偿特征带来了两种效应。第一种效应来自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采用的比例式扣除额的计算方法。由于事后扣除额是研发费用的150%，因此进行大规模研发投入的企业将得到更多的扣除额。第二种效应在于激励效果的不确定性。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的事后补偿和激励的特点意味着企业在进行研发投入时只能根据预期的未来补偿进行决策。与此同时，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的前提是企业有足够的盈利。虽然政策规定当年不足以扣除的研发支出可以在之后5年内结转抵扣，但不再执行加计扣除。由于盈利往往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企业在进行研发投入时也将面临激励效果上的不确定性。这两种效应决定了资金实力更强的企业在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下将得到更强的激励，因为这些企业通常更具有进行大规模研发投入的能力，并且大企业应对市场风险的能力通常更强。

尽管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并不像研发补贴那样对研发项目进行审核，但该政策的适用范围仍然面临三个方面的限制。第一，可以进行加计所得税扣除的研发费用必须满足特定要求。第二，企业的会计核算必须符合相关规定，即必须账证健全，并能保证在会计科目中准确归集技术开发费用实际发生额。第三，企业从事的研发项目必须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以及《当前优先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指南》所规定的领域。后两项限制加上该项政策事前激励强度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大大限制了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的适用范围。虽然缺少全国范围内的统计数据，但从一些地方的统计数据来看，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的影响十分有限。例如，2014年苏州市享受该项政策优惠的企业总计2147户，而2014年该市企业总数约为33.75万户。
[1]

 从这一数据对比来看，实际享受到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优惠的企业比例极小。

（三）财税激励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果

本章进一步通过计量分析来评价研发补贴和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效果。在这部分研究中，企业研发投入特指企业用于研发活动的除政府资金之外的其他资金投入。

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为2012年江苏省的所有高新技术制造业企业。在排除极端值和异常值后，样本总共包含5386个观测值。

本部分计量研究的核心是估计财税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处理效应。和其他常见的处理效应的研究一样，本章将估计政策对处理组所施加的平均处理效应。在估计方法上，本章选择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随机试验是识别政策作用效果的理想方法，但现实中，政策的实施和政策作用对象的选择往往都是非随机的。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基本思想是，通过估计个体受到政策影响的probit（或logit）模型来得到倾向得分。倾向得分保证了用于匹配的控制组个体在基本特征上与处理组个体一致。在此基础上，根据倾向得分从未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中选出某些个体与受政策影响的处理组个体相匹配，处理组和匹配组之间的唯一差异为是否受到政策的影响。匹配个体间结果变量的差异的均值即可被用来估计平均处理效应。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的核心变量是处理变量和结果变量。本章根据企业研发支出中的政府资金是否为正值来界定企业是否获得了研发补贴，并根据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金额是否为正值来界定企业是否得到了研发加计所得税优惠。结果变量则选择了企业研发支出中的非政府资金的自然对数形式。

倾向得分可以通过估计个体受到政策影响可能性的probit模型得到。在估计研发补贴的倾向得分时，本章使用的自变量为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出口比重、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强度、融资约束、其他政府补贴的强度、企业专利存量状况，以及所在城市和行业的虚拟变量。其中，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强度等于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额除以工业销售额，融资约束以企业贷款利息除以总负债作为代理变量，其他政府补贴的强度等于研发补贴外的其他政府补贴除以工业销售额，企业专利存量状况为反映企业是否拥有有效专利的虚拟变量。在估计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的倾向得分时，本章使用的自变量为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出口比重、研发补贴强度、融资约束、企业生产率、企业专利存量状况、企业技术领域的虚拟变量，以及所在城市和行业的虚拟变量。其中，企业技术领域的虚拟变量用于反映企业的研发项目是否属于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所要求的技术领域，其余变量则用于代理企业的盈利能力。研发补贴和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对结果变量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如表7-2、表7-3所示。而研发补贴和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的激励效果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差异如表7-4所示。


表7-2 研发补贴对结果变量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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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估计中施加了共同支撑约束。“被剔除样本”为因为不满足共同支撑假设而被剔除的样本。列（1）的估计没有施加任何约束；列（2）~列（4）则分别要求在企业规模、融资约束、企业所有制和出口比重的分类变量上精确匹配。*、**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7-3 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对结果变量影响的平均处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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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估计中施加了共同支撑约束。“被剔除样本”为因为不满足共同支撑假设而被剔除的样本。列（1）的估计没有施加任何约束；列（2）~列（4）则分别要求在企业规模、融资约束、企业所有制和出口比重的分类变量上精确匹配。*、**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表7-4 研发补贴和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的激励效果在不同类型企业间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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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估计中施加了共同支撑约束。“被剔除样本”为因为不满足共同支撑假设而被剔除的样本。*、**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

从表7-2至表7-4的估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支出具有显著的激励效果。在所有估计中，研发补贴的平均处理效应均显著为正，说明研发补贴和企业研发支出之间有互补作用。企业来自非政府资金的研发支出对研发补贴的半弹性大约为0.15。

（2）研发补贴对研发的激励在中小型和面临更强融资约束的企业中更有效，对大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的企业则没有显著影响。研发补贴对小型企业研发支出的半弹性为0.148，高于其对大型企业和中型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研发补贴的效应在小型企业和中型企业中均显著为正，而对大型企业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这些结果说明，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支出的影响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由于企业规模和融资约束之间通常存在着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因此研发补贴对不同融资约束下的企业的影响也具有类似特征，即研发补贴对面临高融资约束的企业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值不仅在数值上更大，而且在统计上显著，对中等程度和低融资约束的企业则不具有显著影响。

（3）研发补贴对私营企业的研发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对国有企业及外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则没有显著影响。研发补贴对国有企业以及外资和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上不显著，而该政策对私营企业和其他内资企业的影响则显著为正。这一结果说明，研发补贴仅在私营企业中能够对研发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

（4）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对企业研发支出缺乏显著的激励效果。虽然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值绝大部分为正值，但是在统计上均不显著。这说明，该项政策虽然倾向于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研发投入，但从样本企业的整体来看，这种激励作用并不明显。即使按企业规模、融资约束和企业所有制进行分组，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仍然在各组企业内缺乏显著影响。这说明，这种激励效果的不显著现象在各类企业之间均普遍存在。对企业会计核算的要求以及对企业研发活动特定技术领域的限定所导致的高政策门槛可能是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

（四）我国研发财税激励政策所存在的问题

从上文的定量研究结果来看，我国当前的研发财税激励政策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研发补贴在企业规模和企业所有制上的分布缺乏效率。研发补贴的激励效果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融资约束程度的减少而下降。由于研发需要大量的持续性投入，并具有很高的风险，因此小企业和面临高融资约束的企业往往缺乏进行研发的必要资金和充足动力。这就使得补贴对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和高融资约束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激励效果，而对大型企业的激励效果不显著。但是，从我国研发补贴在不同规模企业间的实际分布来看，大型企业反而得到了更高强度的研发补贴。此外，研发补贴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动力并不具有显著的影响，但从实际的补贴资金分配来看，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研发补贴力度大大高于私营企业。这些结果说明，我国的研发补贴集中投向了没有显著激励效果的大型企业和国有企业，而这将限制该项政策所产生的实际激励效果。

其次，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缺乏明显效果。从前文的计量结果来看，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在各类企业中均缺乏明显的激励效果。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过高的政策门槛限制了实际能够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数量。这种门槛来自该项政策所设置的限制性条件，以及该政策本身的内在特征。一方面，该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的会计核算以及所属技术领域进行了限定。另一方面，其实际优惠是在研发投入之后的计税环节予以实现，且力度取决于企业的盈利大小，这就使得该项政策无法为企业的研发投入提供阶段性资金支持，而且其事前的激励力度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都制约了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的激励效果。

最后，研发补贴和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的激励政策之间缺乏有效配合。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本身并不对企业选择的研发项目进行限制，符合政策要求的任何研发活动都可以被计入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的范围。这就有利于在企业研发决策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相比而言，研发补贴往往通过项目申请形式进行发放，这就使得被补贴企业的选择以及项目立项具有较强的行政特征。但是，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的特点决定了其对小型企业的优惠力度要小于大型企业。首先，该税收优惠政策只在事后对研发支出进行加计扣除，无法为小型企业解决启动研发项目时所遇到的资金短缺问题。其次，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额是研发支出的固定比例，因此企业研发支出越多，享受到的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额则越多。最后，企业能够实际享受到多少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额，取决于当年的盈利情况，而小企业在市场盈利的不确定性前往往更加脆弱。而研发补贴往往随着企业研发项目的展开进行拨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企业必要的资金支持，有助于帮助小型企业和面临较强融资约束的企业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因此，研发补贴和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的激励政策实际上存在政策互补的空间，即在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通过将研发补贴更多地向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倾斜来强化政策的激励效果。然而，从我国研发补贴政策的实施来看，大型企业的研发补贴强度反而超过了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这使得两种政策在激励效果上相互重叠，从而削弱了研发补贴的实际激励效果。




[1]
 苏州市享受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优惠的企业数据来自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网站，总企业数据则来自江苏省苏州市工商局的《江苏省苏州市企业年报分析报告》。


三、专利申请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一）专利保护、专利申请补贴与专利增长

1997年，我国明确了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明确提出要将科技进步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在此背景下，《全国专利工作“十五”计划》提出了专利申请年均增长14%的量化发展指标。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进一步提出要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基础上，确立以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为目标的知识产权战略。

在确立专利增长目标的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陆续明确了各地区的专利增长数量目标，并出台了一系列专利申请补贴政策来促成这些目标的实现。2000年，全国仅有北京、上海和重庆三个直辖市对专利申请进行补贴。而在2004年，为专利申请提供补贴的省份达到25个，如图7-9所示。具体的补贴政策在地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但是一般都将发明专利申请作为补贴的重点。例如，在2009年提供专利申请补贴的29个省份中，所有省份的补贴项目都涵盖了发明专利的申请费用，但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进行补贴的省份只有17个，为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提供补贴的省份只有16个。补贴力度在各个地区之间也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部分补贴和全额补贴为较常见的补贴方式。例如，2009年，有13个省份为发明专利的申请费用提供全额补贴，另有12个省份对发明专利的申请费用进行部分补贴，只有4个省份的补贴超过了发明专利申请全过程所可能发生的费用。
[1]



[image: ]
图7-9 提供专利申请补贴的省份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各省份专利申请补贴政策文件整理得到

（二）专利申请补贴政策的数量激励效果

专利申请补贴政策的制定目的在于鼓励专利申请的积极性。因此，本章将对专利申请补贴政策对专利申请数量的影响进行经验性分析。

本章研究样本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收录了自1985年9月10日以来公布的中国全部专利的详细信息。本章选取了2000—2009年企业申请的专利数据，并通过进一步整理获得了专利类别、专利授权时间、专利有效状态以及专利失效时间等专利数据。我们根据专利申请年份和申请企业名称将得到的专利堆积数据进一步处理为以企业为横截面的面板数据，并计算了企业每年各类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率、发明专利占专利总数比重（简称发明专利占比）和专利存续率等信息。在此基础上，本章进一步根据企业名称将专利数据匹配合并至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由于中国的专利申请补贴政策与时间虚拟变量完全线性相关，因此这里的分析选择在全国层面构建样本，并通过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来识别全国层面与省级层面的差异。本章最终得到的样本为2000—2009年的面板数据，包含56073家企业的25万多个观测值。

省级层面的专利申请补贴政策信息主要来源于北大法宝、北大法意数据库以及各地知识产权局官网。前两大法律数据库基本囊括了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立法机关历年来所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规章，对许多省份知识产权局仅公布的现行有效的政策进行了补充。通过这些数据库，本章最终确认了2000—2009年29个省级行政单位共计63份有关专利补贴的政策原件，并依据这些文件对各省份专利补贴政策的有效时间、补贴范围、补贴额度、补贴方式等进行了记录。由于各省份在具体补贴专利类型、补贴额度和补贴方式上有很大不同，本章对照各类专利在申请阶段实际缴纳费用定义了各省份补贴政策对各类专利申请活动的补贴强度。对于企业在该省份申请的某类专利，若没有补贴，则补贴强度为0；若全额补贴，则补贴强度为1；其余则按补贴额度与专利申请所需费用之比进行计算。其中，专利申请所需费用根据我国现阶段的专利申请程序进行统计。在专利申请阶段，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费分别为900元、500元、500元。其中，发明专利申请还需要50元印刷费；在进行实质审查时，还需要支付实质审查费2500元。
[2]

 在专利审查合格获得授权后，申请人自获得专利权当年开始缴纳年费，年费呈阶梯状，大概平均每3年上调一次，直至期满。逾期未缴纳年费则专利权终止。总体来看，各省份专利申请补贴政策对质量最高的发明专利有明显倾向性。2000—2009年，颁布实施专利申请补贴政策的29个省份均对发明专利进行了补贴，但仅有20个省份对实用新型专利实施了补贴，另有13个省份对外观设计专利进行了补贴。

计量结果表明，专利申请补贴对工业企业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7-5的列（1）~列（4）分别呈现了专利申请补贴对专利申请量、发明专利申请量、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影响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无论被解释变量是专利申请量，还是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专利申请补贴这一变量的系数估计值均显著为正。但是，从列（3）的结果来看，专利申请补贴对实用新型专利申请量的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总体上，专利申请补贴对专利申请量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对发明专利申请量和外观设计专利申请量的激励上。


表7-5 专利申请补贴对工业企业专利申请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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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报告的是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括号中为标准误，*、**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所有回归均采用了基于企业聚类的标准误修正，并包含了常数项以及时间虚拟变量

（三）专利申请补贴政策的质量激励效果

中国专利申请量的高速增长是中国专利数量激增的一个缩影。中国国内的专利申请量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呈现几何级增长，吸引国内外众多学者对此展开研究。与此同时，中国专利的质量却广受争议，已经有学者基于国内有效专利构成不均衡、发明专利比例低、专利维持时间短、专利转化率低等现象对中国专利质量表示担忧（朱雪忠等，2009；朱雪忠，2013）。此外，从专利类型来看，对于只要形式审查，不用实质审查的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质量的质疑也最多（董涛和贺慧，2015）。一些学者也开始思考专利补贴政策对专利质量的影响（谢黎等，2012；朱新力等，2012）。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类型专利权人的创新行为和专利质量亦有差异。从专利申请结构来看，企业专利申请中的发明专利占比一直是所有机构平均水平的近两倍。从专利维持时间来看，朱雪忠等（2009）对中国于1994年授权的发明专利进行统计分析，发现与个人和科研院所相比，企业的发明专利平均维持时间最长，质量最高。张古鹏等（2012）对传统专利价值模型进行改进，基于中国1985—2009年的发明专利对比了我国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专利价值，同样发现我国企业的平均专利价值显著高于研究机构，企业占有较多的研发资源有助于提高专利价值。除了专利质量的差异，研发和创新投入、企业专利申请背后存在的战略动机，以及行业和企业规模的差异也会对企业专利申请行为产生影响（王钦和高山行，2015）。

在上述背景下，本章进一步就专利申请补贴政策对专利质量的影响进行研究。本章将分别使用专利授权率、发明专利占比以及专利存续率作为专利质量的度量指标。

1.使用专利授权率度量专利质量

本章首先使用专利授权率来衡量专利质量。其经济意义在于，质量较低的专利通过审查的概率也较低。本章将专利授权率定义为在各年申请的专利中最终得到授权的专利所占的比重。专利申请补贴对专利授权率的影响如表7-6所示。


表7-6 专利申请补贴对专利授权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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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报告的是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括号中为标准误，*、**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所有回归均采用了基于企业聚类的标准误修正，并包含了常数项以及时间虚拟变量

表7-6的计量结果说明，对各类专利的申请补贴政策对专利授权率有负效应。但从统计学意义上来看，只有对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补贴对其授权率有显著负效应。这说明该政策在降低企业申请专利成本、鼓励企业积极申请专利的同时，也会激励企业申请一些质量较低的专利，这种情况在受企业研发影响最小的外观设计专利申请中尤为明显。

2.以发明专利占比衡量专利质量

本章进一步以发明专利占比来衡量专利质量。这里的分析同时考虑了专利申请和专利授权两个维度。从经济含义上来看，由于发明专利的授权需要通过实质性审查，在审查条件上较另外两种专利更为严格，因此授权专利中发明专利占比越高，则说明企业用于专利申请的技术质量越高。专利申请中的发明专利占比则可以反映专利申请补贴政策对企业专利申请倾向的影响。

从表7-7的计量结果可以得到如下两个方面的结论：

第一，专利申请补贴政策提高了企业申请发明专利的积极性。当被解释变量为专利申请中发明专利占比时，专利申请补贴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这说明专利申请补贴政策的确改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倾向，使得企业更多地进行发明专利的申请。这一结果与专利申请补贴政策更偏向对发明专利进行补贴的政策倾向是一致的。

第二，专利申请补贴政策并没有显著提高用于申请专利的技术的内在质量。当被解释变量为专利授权中发明专利占比时，专利申请补贴的系数估计值虽然为正，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一结果意味着，虽然企业更多地进行发明专利的申请，但发明专利授权量并没有因此出现明显上升，从而使得专利授权中发明专利占比并没有因为专利申请补贴政策而提高。因此，从这一结果来看，专利申请补贴政策对企业专利结构和整体专利质量的影响有限。

表7-7 专利申请补贴对发明专利占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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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报告的是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括号中为标准误，*、**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所有回归均采用了基于企业聚类的标准误修正，并包含了常数项以及时间虚拟变量

3.以专利存续率衡量专利质量

我们现在以专利存续率来衡量专利质量。使用该指标的经济含义在于，对于专利申请人而言，如果正在申请或维持的专利质量低，市场潜力小，那么其继续申请或维持并支付相应成本的动力也较小，而专利持有人停止续费使得专利被终止的可能性也会提高。本章将专利存续率定义为存续时期超过某临界值的专利在全部专利中所占的比例。本章将该临界值依次设定为3年、4年、5年和6年，以便对计量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7-8展示了专利申请补贴对专利存续率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无论是从全部专利还是各类专利来看，专利申请补贴对专利存续率的影响均不显著。由回归结果可知，专利申请补贴对企业最终获得授权的专利的存续率并无显著影响。这说明该政策虽然提高了企业申请专利的积极性，提升了企业专利申请量，但从最终获得授权的专利维持期限来看，专利申请补贴并没有对企业持有授权专利的时间产生显著影响。这意味着专利申请补贴并没有对各类专利的质量和潜在市场价值产生显著影响。


表7-8 专利申请补贴对专利存续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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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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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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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新型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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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观设计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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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表报告的是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括号中为标准误，所有回归均采用了基于企业聚类的标准误修正，并包含了常数项以及时间虚拟变量。为节省篇幅，这里只报告了专利申请补贴和研发支出的系数估计值

4.基本结论

本章选取专利授权率、发明专利占比和专利存续率来度量专利质量，并研究了专利申请补贴对专利质量的影响。从计量结果来看，专利申请补贴不仅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专利申请意愿，而且引导企业更多地参与发明专利的申请。但是，该政策并没有提高专利授权率，也没有显著影响被授权专利中的发明专利占比和专利存续率。这些结果说明，专利申请补贴虽然能够直接作用于企业的专利申请行为，但是没有显著影响专利的质量和企业的创新能力。




[1]
 数据根据各省份专利申请补贴政策文件整理得到。


[2]
 此外，发明专利申请自申请日起满2年尚未被授予专利权的，申请人自第3年起要缴纳申请维持费。自2010年起，根据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相关部门不再收取发明专利申请维持费。


四、结语和政策建议

本章对我国研发的财税激励政策的实施现状及其影响进行了研究。研发补贴虽然总体上效果显著，但在激励对象的选择上缺乏效率。以数量为主导的专利激励政策在带来专利数量高速增长的同时，对专利质量的影响总体来看并不显著。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章提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首先，应当调整研发补贴的政策定位，以实现与税收激励政策的互补。研发补贴应当更多地集中于弥补研发领域的市场失灵，并适当向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倾斜。研发的高风险特征、特定研发领域的外部性问题，以及信贷市场的融资约束都可能对市场的研发投入倾向产生抑制。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虽然可以降低研发投入的实际成本，但其特点决定了该项政策对大型企业和研发资金更加充裕的企业具有更强的激励效果。因此，研发补贴应当改变当前向大型企业倾斜的结构，更好地起到补充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研发启动资金的作用。

其次，应当放松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的适用条件。目前，我国的研发加计所得税扣除政策仅惠及特定的高新技术领域内的研发活动。从实际情况来看，绝大部分企业并不能够享受该项政策所带来的所得税扣除。在政策调整中，应当扩大该项政策适用的技术领域，以扩大该项政策的激励范围。

最后，应当淡化以数量为导向的行政激励。从实际的实施效果来看，以数量为导向的专利激励政策虽然带来了专利数量的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实质提高专利的质量。这说明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水平并不能凭借补贴政策快速得到提高。即使专利补贴强度有所提升，也只对企业申请专利的结构有优化作用，而对专利申请所涉及的技术质量的影响有限。因此，不应盲目地以专利的数量增长作为知识产权战略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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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

一、引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在获得了巨大增长的同时也被严重的腐败问题所困扰，以至于反腐成为我国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现象令人困惑：（1）虽然主流理论断言“掠夺之手”的腐败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在腐败猖獗的阴影下持续地高速增长，以至于一些研究认为，对于中国经济而言，腐败是具有“帮助之手”性质的“润滑剂”。（2）虽然中国政府不断加强反腐败（简称反腐）力度，但腐败在某些领域有日益蔓延猖獗之势，以至于反腐活动的动机和效果遭到质疑，甚至民间还有“腐败越反越严重”的抱怨。这些问题自然地激发起学术界对腐败、反腐努力与经济增长等问题的广泛讨论和研究。相关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核心问题而展开：在中国，腐败活动到底是阻碍还是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政府的反腐活动是否真能有效抑制腐败、改善政府质量并促进经济增长？遗憾的是，尽管绝大多数既有文献都是基于历年各省份检察机关工作报告所提供的职务犯罪立案数或涉案人数，但研究结论的含义并不清晰。因为该数据指标被一些学者视为对腐败程度的测度，但又被另一些学者视为对反腐力度的测度。相对而言，我们认为中国纪检监察机关
[1]

 的信访举报和纪律审查数据能够更准确地刻画各地的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鉴于此，本章通过对相关资料的分析，手工收集了1994—2012年中国全国和各省份纪检监察机关信访举报与纪律审查的数据。以此为基础，我们重新检验了腐败、反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反腐败对腐败的影响。本章研究发现，腐败确实会严重阻碍中国经济增长；而反腐行动并未阻碍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促进投资增长。

本章的主要贡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首次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举报和纪律审查数据，对中国各省份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构建其各自的测度指标。第二，以此为基础，本章不仅对中国总体的腐败和反腐状态进行了估计和评价，而且通过比较严谨的计量回归分析来对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再评估。

本章第二部分是文献回顾与讨论，第三部分是制度背景与数据介绍，第四部分是中国腐败与反腐败基本状况，第五部分是回归分析，第六部分是结论。




[1]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纪检机关或纪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简称监察机关）自1993年起开始合署办公，常被合称为纪检监察机关。


二、文献回顾与讨论

当我们试图对腐败和反腐败相关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时，首要的工作就是获得可靠的数据并构建科学合理的指标来测度一个社会的腐败程度和政府的反腐力度。据我们所知，除了样本数量和年份都很有限的少数几份调查
[1]

 数据外，历年各省级检察机关工作报告所提供的职务犯罪立案数和涉案人数是相关文献
[2]

 最倚重的数据，因为该数据几乎是中国目前唯一可获得的省级腐败面板数据。至今，学者们利用该数据已做了不少经验研究
[3]

 ，从而丰富了我们对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知，如表8-1所示。可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由于该数据本身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从而导致实证结果的含义混淆不清，甚至相互矛盾。


表8-1 近年来利用省级检察机关腐败立案数据的主要经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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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相关文献，我们注意到这样三个重要现象。第一，除了数据指标构造上存在细微差别
[4]

 外，现有文献对具有相同来源的指标——检察机关贪腐渎职立案数（涉案人数）[简称检察立案数（涉案人数）]却有着性质完全不同的解读。一些文献将其视为对当地政府腐败程度的测度，而另一些将其视为对当地政府反腐力度的测度。第二，该指标都以解释变量的角色进入计量模型。第三，关于腐败程度的实证研究通常发现该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某种显著负相关关系
[5]

 ，而关于反腐力度的实证研究通常发现该指标与投资之间存在某种显著正相关关系
[6]

 。这就导致一个严重问题，即我们搞不清楚该指标
[7]

 与投资、经济增长之间的回归结果到底应该被解读为政府的腐败程度所导致的结果还是反腐力度所导致的结果！虽然相关研究也意识到了该问题，并试图通过一些计量手段加以控制，但问题在于该数据本身所存在的一些缺陷使得其无论被用于测度腐败程度还是反腐力度都存在很大局限性。

我们知道，若将检察机关贪腐渎职立案数（涉案人数）视为对反腐力度的测度，则需要假设各地潜在腐败水平在时序上相对稳定。可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广度和深度、政府职能的范围和运作方式都在不断调整，所以腐败活动发生的领域、范围和程度都在变化。然而，若将该指标视为对腐败程度的测度，则又面临新的更复杂的挑战。第一，这需要假设中国各地的反腐力度在不同年份相对稳定且在地区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的反腐力度无论在时间还是地区上都存在较大的变化和差异（刘启君，2013）。第二，腐败的隐蔽性使得腐败行为往往在发生多年之后才被查处，即当前观察到的腐败案件并不反映当前的腐败程度，从而在时序上产生严重的测量偏误。为了缓解这种测量偏误，一些讨论类似问题的国外文献往往以各地立案数在一段较长时间上的均值来测度各地腐败程度，并基于该均值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回归，以适用反腐力度在地区和时间上均不存在系统性差异的假设（Fisman和Gatti，2002；Glaeser和Saks，2006；Campante和Do，2013）。遗憾的是，国内文献往往基于检察机关贪腐渎职立案数（涉案人数）在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采取地区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很可能放大了这种测量偏误。这是因为这种处理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立案数在各地之间不随时间变化的差异，即各地立案数在研究期内均值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假设中正是由各地潜在腐败程度的差异引起的。

总之，可引起检察机关贪腐渎职立案数（涉案人数）变化的因素至少有两个，即腐败程度的变化和反腐力度的变化，因此，我们并不能判断该数量的某个变化到底是源于腐败程度的变化还是反腐力度的变化。换言之，我们将检察机关贪腐渎职立案数（涉案人数）视为腐败程度或反腐力度的测度都将导致严重的系统性测量偏误。这就可能严重损害那些基于该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的可信程度，从而不利于我们探索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确切关系。不仅如此，由于缺乏相互独立的两个数据指标来分别测度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因此我们也难以评估中国政府的反腐努力是否真能有效抑制腐败。

鉴于此，我们有必要发掘其他来源的数据以便能够分别且更合理地测度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我们知道，理想的腐败程度测度指标不仅要独立于反腐力度，而且与发生腐败行为之间的时滞应该尽可能短，从而能够客观、准确且全面地反映当地的腐败程度。同时我们认为，判断一个政府的反腐力度应该是看在那些已被政府知晓的腐败案件中有多大比例被立案侦办，而不是政府立案侦办的绝对数量，更不是政府已知晓的腐败案件数量。
[8]

 根据以上标准和判断并结合中国特殊的反腐制度安排，我们认为，中国各省级党委的纪检监察机关所受理的信访数和举报查处率
[9]

 可以分别较好地度量各地的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




[1]
 在研究中使用最多的调查可能是2004年世界银行的中国城市投资环境调查。该调查对中国120个城市12400家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研究中一般使用企业每年与主要政府机构打交道的总天数和销售收入中娱乐及旅行费用所占的比例作为腐败程度的度量指标，并在地区上进行加总以度量当地的腐败状况。


[2]
 一些文献试图通过对一些公开腐败案例展开研究，比如Guo（2008）、公婷等（2012）、刘启君（2013）。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可对具体腐败活动的特征进行多维度的分析，但缺点是样本非常有限，比如刘启君（2013）利用司法审判书所构造的至今研究中最大的腐败案例库也仅占实际腐败立案数量的1%。另外，案例的可获得性本身可能受到案件性质的影响，因而存在选择性偏误。


[3]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腐败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比如，聂辉华等（2014）利用1999—2007年省级每万名公职人员的贪污贿赂立案数，结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考察了腐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总体上腐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倒U形关系，但存在所有制差异。


[4]
 这些差别主要是：一些直接使用立案数或涉案人数，而另一些使用辖区内人均数或公务员人均数。一些使用检察机关全部立案数或涉案人数，而另一些仅使用与贪污贿赂相关的数据。由于计量模型通常都控制了地区固定效应，因此这种测度技巧上的区别对研究结果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实质性影响。


[5]
 少数实证研究也发现该指标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吴一平和芮萌，2010）；或者某个细分指标，比如县处级以上领导的贪腐立案人数与投资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汤向俊等，2015）。


[6]
 不过，傅京燕和李丽莎（2010）发现职务犯罪案件人数与东部外国直接投资有显著正相关关系。


[7]
 还有一些文献将该指标解读为腐败程度，但以被解释变量身份出现，以评估财政分权、公共支出、政府规模、民企发展、官员交流，甚至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腐败程度的影响（吴一平，2008；周黎安和陶婧，2009；陈刚和李树，2012；万广华和吴一平，2012a、b；范子英，2013）。当然，研究人员面临着同样的困惑，即无法辨别相关变量到底是影响了当地的腐败程度还是反腐力度。


[8]
 腐败立案数仅代表已暴露的腐败问题，建议以腐败暴露率（RRC）与实际腐败率（ARC）的比值，即腐败查处率（RRC/ARC）来反映反腐力度的变化。


[9]
 已有文献中和举报查处率类似的指标还有国外犯罪经济学文献中经常被用来度量执法力度的逮捕率（逮捕人数/报案数）（Levitt，1998，2001）。


三、制度背景与数据介绍

中国的反腐败是在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的领导下进行的。纪检监察机关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同时履行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检查和政府行政监察两项职能。因此，纪委在中国反腐败体制中处于最核心的地位。
[1]

 就纪委本身而言，虽然其职能有多个方面，但随着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地位的确立以及市场化改革的深入，腐败问题在中国的发展和蔓延也日趋严重，绝大部分的严重违纪直接或间接地和腐败相关，使得反腐败问题成为纪委日常工作的主要内容。
[2]



纪委执纪工作主要包括信访举报和纪律审查两个部分。对于信访举报工作，受理范围包括检举控告、申诉以及意见建议三类，其中关于官员腐败问题的检举控告是其中的主要部分；受理渠道包括来信、来访、电话以及网络举报。在中国司法以及媒体监督相对还不完善的情况下，信访举报的低门槛、小成本和高效率等制度特征，使其成为中国公民反映问题、批评和监督官员的主要途径，因而也成为纪检监察机关发现腐败线索的主要渠道。同时，信访直接来源于腐败行为知情者或受害者的报告，且信访活动受到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和规范。除非是越级上访（尤其是越级到中央上访），否则信访数并不构成纪检监察机关和地方政府的负政绩。这都使得地方政府没有足够激励去扭曲本地区的信访数。因此，在众多政府官方数据中，信访数具有较强的可信度，而且能够相对客观地反映民众对政府失职行为的负向反馈（Xi Chen，2011）。

当纪委通过信访渠道获得相关腐败问题的线索之后，相关工作则进入纪律审查环节。纪律审查环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受理、初步核实、立案、调查以及移送审理。在此过程中，虽然各级纪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相应地对各级腐败官员拥有调查权，但是从对腐败问题的初步核实开始，纪委工作就需要在同级党委的指导下进行，而且立案必须获得同级党委的批准或同意。当然，一旦官员的违纪、违规问题被立案侦查和确认，这些官员就会首先受到某种党（政）纪处理。换句话说，只有那些被纪委认为具有严重违法嫌疑而需司法机关追加处罚的案件才会被移交司法机关。这意味着，与检察机关的立案相比，纪检监察机关的立案具有更全面的度量口径。相应地，纪检监察机关的立案数与信访数之比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当地的反腐力度。

既然如此，我们就通过对各地年鉴、地方志中相关内容的分析，手工整理出1994—2012年中国全国层面以及31个省级层面纪检监察机关的相关面板数据，其中包括：各省份历年的信访数、立案数、党纪（政纪）处分人数以及处级以上官员受处分人数。在省级层面数据中，这四个变量的有效样本数分别为532、590、571、532，占全样本比例分别为86.3%，95.8%、92.7%、86.3%。
[3]

 同时，为了与已有研究进行比较，我们还收集了1998—2012年各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包括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立案数据。由于我们在数据收集过程中结合使用了地方志、地方年鉴和检察年鉴工作报告中的内容，因此得到了比较完整的省级检察机关的立案数和立案人数的数据，其有效个数分别为433和384，有效样本数占全样本比例分别为93.1%和82.6%，并保证了各地每一年中这两个变量至少存在一个有效值。

我们将研究时期限定于1994—2012年，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1）1994年，市场化改革方向得以明确，分税制改革开始施行，基本经济体制进入相对稳定阶段；（2）自1993年合署办公开始，反腐败职能得到进一步明确，从而使得中国纪检监察体制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3）在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后，中国反腐力度得到了空前提高，纪检监察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
 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机构最早可以追溯到在1927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中共五大，本书中其他类似名称作同样简化处理）上设立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当下纪检体制的主要内容则是在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得以确立的。纪委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


[2]
 自中共十三大开始，纪委就将反腐败工作列于其所有工作的首位。从中共十五大开始，纪委明确将其工作内容统一称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3]
 据我们所知，这可能是现有学术研究中关于地方纪委执纪方面最完整的数据集。


四、中国腐败与反腐败基本状况

（一）关于全国腐败形势发展的总体分析

我们知道，虽然历年的纪检监察机关工作报告通常会披露全国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总体的执纪数据（如纪检信访数），但遗憾的是，也有少数年份并未公布，如表8-2所示。幸运的是，我们通过查阅各省的地方志或者年鉴获得了样本量更为完整的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执纪数据。因此，我们构造了一个以各省份人口为权重的信访加权平均数，即加权的万人纪检信访数指标来作为全国信访数的替代变量。
[1]

 由于这两者之间不仅历年的差额比较稳定，而且具有非常相似的变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这些数据还是比较真实可靠的，因此可利用这两项数据对中国腐败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进行总体性分析。我们发现，中国总体的腐败水平在1997年前后达到峰值并随后开始下降。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信访规模下降十分明显，万人信访数相较于20世纪90年代大约下降了三分之一。


表8-2 1994—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万人信访数与清廉指数
[2]



[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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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手工整理。具体数据来源如下：全国层面纪检信访数来自历年纪委工作报告；省级层面信访数据来自各省年鉴以及地方（纪检）志；检察机关信访数来自历年《中国检察年鉴》；清廉指数来自透明国际

当然，上述判断还不够严谨，因为信访数的下降未必就是腐败减少的结果。一个最容易被想到的替代性解释就是在2003年以后，中国普遍维稳力度的增强使得信访规模下降。不过，我们认为维稳对该变量数值的影响较小。这是因为：第一，地方政府的维稳行动主要针对的是越级上访，而对占比更大且举报成本更低的通过信件和网络渠道的举报影响不大。第二，虽然中国维稳力度呈明显的周期性变化，但信访数减小的趋势并未呈现周期性变化，且地方信访规模和全国规模亦保持了相同的变化趋势。这说明包括维稳在内的各种周期性特征并不是信访规模减小的主要原因。

此外，我们还须意识到全国信访数减少可能是源于某些与腐败不存在直接关系的其他问题（比如，干部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以及生活作风）的信访活动的减少。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对比了全国检察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数。我们发现：一方面，由于检察机关直接侦查案件仅包括涉及严重违法犯罪
[3]

 的腐败案件，从而使得检察机关信访数仅是纪检监察机关信访数的1/3左右。另一方面，检察机关信访数与纪检监察机关信访数的变化趋势却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信访规模的下降并不是由非腐败因素的变化导致的。

我们还发现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数和清廉指数也具有大致相似的变化趋势。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数具有相当的真实性。

总之，我们认为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数表明了中国总体的腐败程度在1998年之前确实存在恶化趋势，但在1998年之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并不存在所谓“腐败越反越严重”的情况。

（二）关于全国反腐力度变化的分析

我们再来利用纪检监察机关的执纪数据来直观地看看中国反腐力度的变化情况。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审视一下检察机关立案数据，因为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言，既有的绝大多数相关文献都依托检察机关立案数据。我们注意到，纪检监察机关的数据显示：（1）全国万人纪检查处人数
[4]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只是在2005年之后才明显下降，如表8-3所示。（2）不论是1998年还是2005年，纪检信访数并未发生剧烈变化。然而，在表8-3中，检察机关的数据显示出不同的特征：（1）万人检察受理案数和万人检察立案数均在1997年之后显著下降
[5]

 ；（2）虽然万人检察受理案数在1997年之后表现出逐年下降趋势，但万人检察立案数保持相对稳定。这意味着，我们须谨慎利用检察机关立案数来度量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


表8-3 1994—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处人数与检察机关受理案数、立案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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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手工整理

现在，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各省份按人口加权的纪检监察机关举报查处率（加权）上，我们认为该指标能够比较科学地反映政府的反腐败力度。同时，我们加入了两个辅助性的反腐力度指标，即司法移送率
[6]

 、检察信访受理率。从表8-4中我们可以发现：（1）除了个别年份外，纪检监察机关的举报查处率保持在10%~13%，并不存在持续下降或者增长的趋势。（2）虽然1996年《刑法》修改立案标准而导致司法移送率和检察信访受理率在1997年发生明显下降，但之后这两个指标基本保持稳定且不存在明显的周期性波动。这说明检察机关反腐力度与纪检监察机关变化趋势大致一致。可见，中国总体的反腐力度实际上并不存在在一些研究中所提到的周期性或者选择性的问题。

表8-4 1994—2012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执纪执法力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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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手工整理

（三）省级层面腐败与反腐败状况评估与分析

前文介绍了中国总体的腐败和反腐败情况，但这并不意味着各省份之间不存在差异。事实上，省级纪检监察机关数据显示，各地信访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上海、北京和浙江的万人信访数处于全国前三位，而西藏、河南与甘肃则在末三位，而上海万人信访数是西藏万人信访数的大约五倍，如表8-5所示。同时，我们还发现在2003年之后各省人均信访规模均有显著下降，其中新疆、江苏和吉林下降幅度最大，分别为63%、57%和56%，而安徽、江西和黑龙江下降幅度最小，仅下降了15%左右。另外，尽管数据显示各省份信访数与立案数之间在总体上表现出正相关关系，但各省份之间反腐力度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使其无法呈现严格的线性关系。这就进一步表明，省级纪检监察机关的立案数既不能被视为潜在腐败程度的反向指标（因为立案数和腐败程度可能存在正相关关系），也不能很好地代表反腐力度（因为各省份反腐力度存在显著差异）。


表8-5 1994—2012年各省份纪检监察机关举报执纪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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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手工整理




[1]
 纪检监察机关报告中的全国执纪数据与各省份加权汇总的执纪数据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而这个差额主要是中央级别（包括国家部委）纪检监察机关的执纪数量。


[2]
 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CPI）。主要反映了人们对一个国家和地区腐败程度的印象和感知。该指数以评分和排名来展示测评结果，得分越高表示腐败程度越低。该指数在1995—2011年采取十分制，而从2012年至今采取百分制。中国清廉指数得分从1995年的2.16分上升至2011年的3.6分，大体呈平稳上升趋势。关于该指数的详细介绍，请参见过勇和宋伟（2013）。


[3]
 主要包括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


[4]
 由于立案数指标缺失比例较大，因此本章未使用立案数指标。


[5]
 导致这一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简称《刑法》）中对检察机关直接侦察职务犯罪案件范围以及立案标准做了调整。具体而言，《刑法》将犯罪主体集中于国家工作人员，而排除了偷税漏税、假冒商标等一般性经济犯罪；立案金额标准则由2000元变为5000元。


[6]
 该指标反映被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官员有多大比例最终进入司法程序。


五、回归分析

虽然我们通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已对中国的腐败与反腐败情况有了一些了解，但对于腐败与经济增长、反腐败与腐败、反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还缺乏了解。因此，我们还有必要利用更严谨的计量回归分析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腐败与增长

在考察腐败与增长之间关系的回归方程中，主要被解释变量为人均GDP增长率，而核心解释变量是以各省份纪检监察机关万人信访数所度量的腐败程度。所引入的主要控制变量是：人均GDP（取对数形式）、教育水平（十万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人数，取对数形式）、城市化率、投资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GDP）、开放程度（FDI/GDP）、人口增长率、人口规模（取对数形式）、财政规模（财政支出/GDP），以及度量财政分权程度的财政自主度（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要注意的是，在回归分析中我们面临着一个主要问题，即对腐败程度的测度常常在时序
[1]

 和截面两个维度上存在较严重的测量偏误。具体而言，第一，某个地区历年纪检监察机关的信访数的变化可能还受到腐败以外的其他可观测或不可观测的因素影响；第二，各省份的地理、文化、经济和法治化水平等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异还可能导致这种测量偏误在各省份之间也未必完全一致。然而，鲜有因素能够在两个维度上同时产生偏误。鉴于此，我们在面板模型中同时进行了组间估计和组内估计，相互比较以提高结论的稳健性。具体的回归结果如表8-6所示。


表8-6 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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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其中组间估计方程为一般标准误，组内估计方程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

在表8-6中，列（1）和列（2）仅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腐败程度，并分别利用面板模型的组间估计方法和组内估计方法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两组方程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列（3）和列（4）中加入了经济社会方面的控制变量。同时，为消除中央政府政策变化的影响，列（4）还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研究发现列（3）和列（4）的回归结果与之前保持一致。具体而言，在采用组间回归的列（3）中，腐败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264，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某省份万人信访数每年平均增加4次，将导致该省份人均GDP增长率每年平均下降1%。在采取组内回归的列（4）中，腐败程度的回归系数为-0.163，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对于某一个省份而言，其万人信访数每年平均增加6次将使得当年人均GDP增长率下降1%。虽然腐败程度的度量指标在时序和截面上都可能存在未被控制的测量偏误，但产生测量偏误的原因一般不会同时存在于这两个维度上。因此，就测量偏误问题而言，回归结果应该是稳健的。

不过，上述回归分析还存在报告效应
[2]

 的隐患，即反腐力度的增大可能会扩大信访规模。若反腐行动同时抑制了经济增长，那么这也会使得腐败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即使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为了消除这种隐患，我们做了如下努力：（1）采用时间固定效应来控制中央反腐政策对各省份所产生的相同影响。（2）通过本地上一年是否有副部级以上干部被查处这一虚拟变量来测量中央对特定省份的反腐力度的影响。
[3]

 （3）使用举报查处率和要案查处率（查处处级以上官员人数/查处总人数）这两个指标（回归中滞后一期）来反映各地自身反腐力度的变化。在做了这些努力之后，列（5）的回归结果显示，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并且数值变化不大，而各维度反腐力度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不显著，从而排除了由反腐力度变化产生的替代性解释。

除了上述已控制的显性因素外，还存在一些可能同时影响信访数和经济增长的隐形因素。比如，一些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随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简称党代会）召开而存在周期性波动（郭庆旺和贾俊雪，2006；李猛和沈坤荣，2010），而党代会所处时期作为地方政府的集中人事变动期以及政治敏感期可能影响腐败程度或信访规模（梅冬州等，2014；聂辉华和王梦琦，2014）。为了排除这种因素的影响，本章在参考相关文献后将各省份党代会前一年、党代会当年以及党代会后一年三个虚拟变量引入计量模型，以便控制各地与政治周期相关的各种因素的影响。同时，本章还通过时间固定效应来控制国家层面的政治周期性影响。
[4]

 幸运的是，回归结果显示，腐败程度对人均GDP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说明腐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负向关系并不是在维稳以及信访政策改变等政治周期因素影响下产生的。

总之，上述回归分析表明，腐败显著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二）反腐与腐败

检验反腐与腐败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检验中国反腐行动是否具有威慑效应。与前文类似，我们对面板模型同时从组间与组内两个方面进行了估计。被解释变量是以万人纪检信访数所度量的腐败程度。核心解释变量是以滞后一期的举报查处率所度量的反腐力度。控制变量除保留表8-6中所有控制变量外，新加入两个变量：（1）公务员规模，即本地每万人中公务员的数量；（2）效率工资
[5]

 ，即各省份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职工平均工资/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工资总额。回归结果如表8-7所示。

表8-7 反腐败与腐败的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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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其中组间估计方程为一般标准误，组内估计方程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

列（1）和列（2）采用面板模型的组间估计方法，而回归结果显示反腐力度的系数不显著，即各地之间反腐力度与腐败程度似乎并不存在显著的反向关系。我们认为导致该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各地腐败状况很可能与当地特有的各种经济、社会和历史特征相关。对此，我们在列（3）和列（4）中改用面板模型的组内估计方法。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单独引入反腐力度变量，还是引入各种控制变量并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反腐力度的回归系数都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在此基础上，列（5）还进一步加入了滞后一期的要案查处率和中央查处，并控制政治周期因素。结果显示举报查处率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这说明反腐显著降低了腐败程度，即中国反腐行动具有显著的威慑效应。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列（5）中，要案查处率与中央查处变量的系数不显著。这是否就意味着对高级官员的查处无助于抑制腐败呢？我们认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由于反腐过程中报告效应的存在，因此通过举报率度量实际犯罪率将会在回归中低估威慑效应的作用（Levitt，1997）。具体而言，相对于一般官员，高级官员的查处往往会引发更大的报告效应。也许正是这种效应的存在才导致列（5）中中央查处的系数为正，且显著性达到了10.1%，这也意味着举报查处率的回归系数（-14.53）很可能是被低估之后的结果。同时，在列（5）中政治周期变量的系数也不显著。与前文中的统计描述性分析相同，这也说明腐败程度的变动并不存在显著的政治周期特征。

除了对腐败官员的直接查处，效率工资与财政自主度等制度因素对腐败亦有显著抑制作用。对效率工资采取组内回归的结果显示其回归系数显著为负，如列（4）和列（5）所示。这说明一个地方的公务员工资上涨可降低腐败程度。不过，列（2）也显示该变量系数在组间估计中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公务员在各省份之间流动性低，因此效率工资仅在某一地区内才能显著地起到“养廉”的作用。相对于效率工资，财政自主度对腐败的影响更为复杂，即在组间估计中系数显著为正，但在组内估计中系数显著为负。我们认为导致这种现象的可能原因是：一方面，地方财政的自主度越强，往往意味着地方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越大，从而导致那些财政自主度大的地方政府官员有更多的腐败。另一方面，就特定的地方政府而言，其财政自主度提高往往意味着财政压力减少，从而减少了通过腐败寻租的冲动。

此外，采用组内回归方法的结果还显示，城市化率和投资率的提高也有利于降低腐败程度。

（三）反腐与经济增长

最后我们还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反腐可以通过减少腐败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但反腐本身是否会抑制经济增长呢？表8-7的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腐败程度的情况下，反腐与经济增长之间也并未表现出显著的负向关系。这说明即使不考虑反腐减少腐败这一效应，反腐也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那些关于反腐阻碍经济增长的观点的基本逻辑是：反腐提高了政治不确定性，减少了官员发展经济的激励，尤其是打击了地方官员吸引和推动投资的积极性，从而使得地方经济减速。鉴于此，我们利用人均投资增长率来度量这种激励，并将其作为被解释变量。回归结果显示，举报查处率变量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反腐不仅没有降低投资规模，甚至还提高了投资规模。我们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腐败行为及其对市场机制的扭曲往往增加了投资成本和不确定性，因此可将其视作一种投资成本，降低了期望投资回报率，从而抑制了企业投资。因此，反腐自然有利于促进企业投资。第二，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即中国反腐体制的最大特征就是，一切反腐工作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下进行，反腐工作必须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这就使得官员始终面临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内容的晋升激励，而任何反腐行动都没有从本质上改变这一目标。与此同时，在反腐过程中，中央又会平衡反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避免反腐行动影响经济增长。结果，中国的反腐行动似乎并未表现出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

（四）稳健性检验

我们对上述回归结果做了三个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如表8-8所示。

表8-8 稳健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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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其中组间估计方程为一般标准误，组内估计方程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代表p<0.01，**代表p<0.05，*代表p<0.1

第一，由于本章纪检数据是从地方志、年鉴资料中手工收集整理而成，因此研究期内的样本（主要是信访数）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15%左右），且主要集中于若干省份。为了排除这些特殊省份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在去除了有效样本小于15年的省份后再次进行回归（这样的省份一共有21个）。表8-8的回归结果显示，结论不变。

第二，现有研究一般利用万人检察立案数度量腐败程度或反腐力度。尽管上文已详细讨论了该指标存在的缺陷，但仍有可能该指标才是合适的度量方法，而本章所用指标只是与其高度相关才得到了类似的结论。为了排除这种可能，我们利用该指标替代本章所用的指标进行回归，即以万人检察立案数（注意：万人检察立案数包括贪污贿赂与渎职侵权两个部分的职务犯罪）来度量腐败程度。我们发现，在以人均GDP增长率为解释变量的列（3）中，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同时，列（4）以万人信访数（度量腐败程度）为被解释变量，而以滞后一期的万人检察立案数（度量反腐力度）为解释变量，其回归系数依然不显著。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上述担心。

第三，为了进一步控制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和互为因果问题，列（5）和列（6）进一步引入了滞后一期的人均GDP增长率与滞后两期的腐败程度。我们发现回归结果并未发生改变。
[6]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本章的回归结论是稳健可靠的。




[1]
 时序偏误被认为是在利用司法立案（定罪）数据来度量腐败的方法中主要的偏误，而相关文献往往通过组内平均的方式来克服这种测量偏误（Glaeser和Saks，2006；Campante和Do，2013）。


[2]
 报告效应指举报本身是举报人权衡举报收益和成本后理性选择的结果。由于加大反腐力度提高了举报便利性以及破案预期，进而提高了当事人选择举报的激励，因此举报率将会高估实际犯罪率（Levitt，1997）。


[3]
 根据中国干部查处的分级立案原则，副部级以上干部由中央直接查处，由于1994—2012年地方被查处的部级干部数量有限，多数年份对各省份而言只有有和无的区别，因此本章此处仅以虚拟变量0和1来表示。


[4]
 由于各省份党代会召开时间并非严格一致，因此该变量并未与时间固定效应完全共线。


[5]
 在相关文献中，效率工资被认为是威慑效应得以成立的重要条件。


[6]
 在固定效应回归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会产生1/T阶的偏差（Woodridge，2002）。本章面板数据的时间跨度为19年，因此该偏差对回归估计结果的影响可以忽略。


六、结论

严重的腐败与高速的经济增长并存，同时腐败与持续的反腐行动并存，这两个特殊现象几乎存在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整个过程中。腐败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何种关系，多年以来反腐行动的成效又是如何，这是研究和评价腐败与反腐状况的基本问题，并激发出大量的实证研究。然而，既有文献所基于的省级检察机关的立案数据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内在缺陷，即检察机关贪腐渎职立案数很可能是当地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学者们往往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对该数据进行选择性解读。即一些文献将其视为对腐败程度的测度，另一些文献又将其视为对反腐力度的测度。这就使得相关研究很难得到一致并且可靠的研究结论。本章通过手工收集得到1994—2012年中国各省份纪检监察部门的信访执纪数据，分别以纪检监察机关的万人信访数和举报查处率来度量各地的腐败程度和反腐力度。以此数据为基础，我们的研究发现：（1）中国的腐败规模总体上呈明显下降趋势。（2）中国政府的反腐力度比较稳定，举报查处率始终保持在11%左右，并不存在所谓的周期性或选择性问题。（3）腐败会严重抑制中国各地的经济增长率。（4）在各地提高反腐努力确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当地的腐败程度。（5）中国政府的反腐行动不仅没有阻碍地方经济发展，反而促进了人均投资增长率。这说明中国政府的反腐活动持续且有效，而各种所谓的腐败有利经济发展、选择性反腐以及腐败越反越严重等论调并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由于有效的反腐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因此反腐行动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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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反腐败与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创新的视角

一、引言

伴随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经济结构转型，提高我国企业创新能力变得尤为重要。早在2006年，我国就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创新型国家，使科技创新成为驱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然而，从微观企业层面来看，虽然近些年企业研发支出不断增加，但企业整体创新能力仍然不强，大部分企业发展仍然属于高投入、高消耗和高产出的模式。中国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国际竞争力并不强。

实际上，企业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内生选择，中国企业创新能力较弱的原因在于企业缺少足够的创新激励。杨其静（2011）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企业可以通过创新谋求发展，也可以通过寻求政治关联获得发展。给定企业一定的资源，企业可以把既定资源用于获得政治关联，也可以把这些资源用于企业创新。当获取政治关联的收益较高或成本较低时，企业就会主动谋求政治关联而减少创新投入。中国企业创新能力较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腐败成本相对较低的环境中，企业可以通过与政府建立特殊的政治关联来获取利润，而不愿意通过创新获得发展。在腐败成本相对较低的环境中，企业创新的激励严重不足，最终导致企业整体创新能力较低。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大了反腐的力度。大批政府官员和国企高管因为腐败问题被查处。据统计，2003—2012年，平均每年被查处副厅级以上干部仅为30人。而在2013年，该数据突然增加到186人，2014年甚至达到380人之多。在高强度的反腐行动之下，四川和山西等地的“塌方式”反腐也被披露。反腐为我们研究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是企业的两个选择。反腐败严重打击了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提高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成本。我们看到，在本轮反腐运动中，很多与腐败官员建立政治关联的企业家也纷纷落马，传统的政商关系受到冲击。在新的反腐局面下，一方面，官员通过为企业提供保护获取私人收益变得更加困难；另一方面，企业再难以通过官员提供的隐形保护来获得发展。给定其他条件不变，政治关联成本的上升必然带来企业创新成本的相对下降，从而为企业创新带来机会。

为了检验上述理论，本章收集了2010—2013年企业创新数据和政治关联数据，检验了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章的研究思路是，给定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是企业的两个选择，如果中共十八大后的反腐败导致企业追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大幅提高，企业创新激励将相应增加，那么反腐败之后，政治关联企业的创新将会显著增加。积极反腐在微观层面有利于企业研发支出增加。本章使用的双重差分方法能够帮助我们获得可信的因果推论，本章实证结果支持上述理论。

本章的研究有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方面，本章增加了对企业创新的认识。影响企业创新的因素有很多，但是如果不能净化腐败环境，那么企业可通过政治关联获得发展，从而企业创新能力很难得到提高。另一方面，本章增加了已有文献对反腐败的认识。现有研究反腐败与经济增长的文献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认为反腐败有利于经济增长（He等，2000；傅勇，2010；高远，2010），另一类则认为反腐败不利于经济增长（Zheng等，2014；Lan等，2013）。但是很少有文献研究反腐败对于企业的影响。基于现有文献，本章试图从企业创新的角度，来探讨反腐败对企业的影响，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也有利于客观地评价反腐败的经济效益。


二、理论分析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与成熟市场经济中的企业相比，存在一个显著差别，即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往往通过获得政治关联来推动企业成长。Faccio等（2006）对47个国家在2001年的上市公司进行考察，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存在至少有一个大股东或者企业高管是议员、政府部长，或者与高级政治家或政党具有紧密关系的政治关联企业，平均占比为7.72%。该研究也发现在政治监管严格的国家中，政治关联企业通常较少，反之则较多。

在中国，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获取政治关联和增强企业创新能力同样是企业发展的两个重要手段。一方面，面对追求多样性的产品市场，企业需要依靠创新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比如华为。据统计，华为作为著名的通信服务提供商，每年专利申请量基本维持在3000件左右，其中80%是发明专利。而且华为明确规定：保证按销售额的10%拨付研发经费，有必要且可能时，将加大拨付的比例。10多年来，华为在3G领域投入的研发费用已超过50亿元。

另一方面，为获取必要资源，企业也必须维护好自身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资源有限的企业必须在两种手段之间做出权衡。企业更依赖哪种手段，完全取决于两种方式成本的大小。如果一家企业建立政治关联成本更小，那么它会把资源用于获取政治关联，导致企业创新动机更低，进而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替代作用。如果企业获取政治关联的成本较高，企业不能通过获得政治关联的支持，比如依靠政治关联来获取廉价土地、优惠的银行贷款等，那么企业就会通过创新来寻求发展。

在本轮（即中共十八大以后）反腐败之前，中国特殊的经济体制决定了企业依靠政治关联发展自身具有很强的优势。这是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政府掌握着大部分经济资源，尤其是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强的影响力（Qian等，1998；Xu，2011）。企业能否取得经济资源获得发展，极大地取决于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Boubakri等，2008）。为了获得政府对企业的支持，企业会积极寻求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可能表现为企业主积极成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简称人大代表）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简称政协委员）。同时，企业家更是希望与政府官员建立起某种特殊关系，以便在争夺政府廉价资源的激烈竞争中获得某种稳定的竞争优势。因此，企业家们采取各种手段来构建和维护政治关联，比如争当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或者政府主导的行业协会领导，安排卸任官员或者政府官员配偶、子女在公司任职，将公司股份赠送给相关官员。结果，特定的企业与特定的政府官员之间往往会建立起某种特殊而稳定的关联性，即所谓的政治关联。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提高绩效。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可以帮助企业突破各种管制和进入壁垒，帮助企业获得政府补贴、银行的廉价贷款、更低的生产环境保护标准（Oates等，1988）、更优惠的土地政策支持（杨其静等，2010）、贷款优惠（张敏等，2010；于蔚等，2012；马晓维等，2010；邓建平等，2011）、税收优惠（罗党论等，2012；汤玉刚等，2010）、政府的直接补贴（陶然等，2009；徐业坤等，2013）。此外，国有企业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优势也激励着非国有企业寻求政治关联以获取平等的竞争机会。政治关联已经成为企业成长的重要手段之一。2012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简称上交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简称深交所）上市的民营制造业公司中，高管（董事长、首席执行官、董事长秘书，财务总监）和实际控制个人中至少有一人具有官员背景的公司比例为11%，具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的公司比例高达42%。同时，地方政府面临以GDP为核心的锦标赛竞争的压力（周黎安，2004，2007），促使地方政府愿意与企业建立必要的政治关联，从而减少了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增强了其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与此相比，中国企业却面临着高额的创新成本。不完善的法制和产权保护制度使创新企业的创新产品不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企业创新的收益低，风险大（余明桂等，2008；罗党论等，2009）。

因此，根据以上分析，本章提出假说1。

假说1：在政府控制大部分经济资源的情况下，资源有限的企业为了发展，在谋求政治关联和自主创新之间进行权衡，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之间存在相互替代的关系。

对寻求政治关联的企业来说，在获得政治关联好处的同时也时刻面临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因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相关官员的政治命运，何况两者之间的权钱交易通常都是非法行为。2013年10月—2014年7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简称中组部）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清理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40700多人次，其中省部级干部229人次。这意味着，一旦相关政治人物失去了政治权力，就会对政治关联企业造成重大的负冲击。尤其是当政治人物遭到法办时，相关的企业家往往也会被同时法办。这也是自中共十八大反腐败以来，大批官员、国企高管和民营商人相继落马的原因。据统计，自2012年11月底到2014年，被查处的省部级干部达60多人，处级以上干部成千上万，牵扯出的企业人员则不计其数（聂辉华等，2014）。

因此，反腐败一方面毫无疑问地提高了政府官员为企业提供庇护的成本和风险，另一方面也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寻求政治关联的激励。在资源有限的约束下，企业必然会加大创新投入。尤其是政治关联比较强的企业，其创新投入会更多。因此，本章提出假说2。

假说2：反腐败削弱了企业以政治关联求发展的激励，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尤其对于政治关联强的企业，反腐败对其创新的促进效应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与估计方法

虽然理论分析认为中国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替代作用，但为了更好地分析反腐败是如何通过削弱政治关联来影响企业创新的，本章有必要从实证角度先对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之间的替代关系进行佐证，如式（9.1）所示。其中，R&Dit
 是企业研发投入对数；PCit
 是主要的解释变量总政治关联；Controlit
 包含其他所有控制变量，比如资产负债率、利润率、国有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等；εit为随机扰动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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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9.1）检验了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的关系，如何评价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依然面临着测量误差和内生性的问题。而反腐败作为一项外生性的政策，可以被看作中国政府在全国进行的一次实验。评价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很自然地会采用双重差分方法（DIDS）。反腐败会提高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对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反腐败不会对其产生影响，或者影响较小。因此，本章将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作为控制组。而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反腐败会提高企业政治关联的成本，进而对企业创新产生影响。因此，本章将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作为处理组。相比于没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反腐败对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创新的影响比较大。为检验该命题，本章构建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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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ntiCorrit
 代表反腐败程度，它既可以是反腐败的虚拟变量，也可以是稳健性检验中采用的度量反腐败的备选指标；PCit
 ·AntiCorrit
 为交互项，主要衡量了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如何随着企业的政治关联强度的不同而变化，也度量了反腐败对于企业创新的异质性效应；其余变量的含义与式（9.1）一致。

（二）样本、变量及描述性统计

2010年以前，中国反腐力度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反腐败处于一个平稳期。直到2012年年末，中国政府才开始了一场反腐败运动。因此，本章选取了2010—2013年中国上交所上市公司的数据，总计3590个样本，构造了一个非平衡面板数据。企业研发投入的数据来源于万得（Wind）金融数据库。同时，本章剔除了金融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互联网和房地产等行业的数据。

1.政治关联的定义

本章延续已有文献对政治关联的定义（余明桂等，2008；罗党论等，2009；吴文锋等，2008；胡旭阳等，2008），将其主要理解为企业高管是否与政府工作人员保持良好关系，或者他们本身是否就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本章中的高管主要局限于董事长和总经理。
[1]

 这是因为：①董事长和总经理拥有公司主要的决策权和管理权，权力明显大于其他高管。②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般是一个公司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最高的，他们的政治关联程度应该也是最强的，如果他们依靠自己的关系不能解决问题，那么其他高管也很难办到。

政治关联主要分为高管是否为党员（Party）、政协委员（Npc）、人大代表（Cppc）以及是否以前从政（Officer）。其中党员主要指中国共产党党员，因为中国民主党派的成员一般都是中央或者地方的政协委员。是否以前从政主要指该公司的高管以前是否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或者担任过政府部门的领导和其他职务，或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包含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仅指全国政协委员，也包括地方政协委员。如果高管有以上特征，则对应特征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比如，若高管以前从政，则Officer=1；反之，Officer=0。然后，本章又加总政治关联四个分量指标，构建了总政治关联指标。
[2]

 该指标不仅可以度量是否有政治关联，也可以度量政治关联的强弱。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9-1所示。可以看出，在中国的上市公司中，企业政治关联很强。从政治关联四个分量指标来看，高管是党员的企业比例达到15.6%左右，是人大代表的达到4.3%，是政协委员的高达8.5%，高管有从政经历的为3.8%。从总政治关联的角度来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有30%多，这个比例很高，因此政治关联对于企业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

2.反腐败的度量

关于腐败的度量指标有很多，如透明国际组织公布的数据等。这些数据也可以作为反腐败的备选指标（聂辉华，2014）。但这些都是调查数据，难免过于主观，并且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差和测量误差的问题。也有一部分学者采用经济案件的立案数来度量反腐力度（聂辉华等，2014），但不够准确。
[3]

 所以，本章只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反腐败立案数。

鉴于此，本章为反腐败提供两个度量方法。第一个是间接度量方法，即虚拟变量的方法。如果时间处于2013年及以后，则反腐败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即有反腐败或反腐败程度较强；反之，反腐败的虚拟变量则取值为0，即没有反腐败或反腐败程度较弱。本章之所以采用2013年作为反腐败的节点是因为：（1）新一届政府实际上台是在2012年年末和2013年年初。（2）企业一般是在年初进行创新决策，2012年创新决策不受反腐败的影响，采用2013年作为节点，能更好地捕捉到反腐败对于创新的效应。（3）高强度反腐行动实际上开始于2013年。第二个是直接度量方法，本章分别采用反腐败立案数（AntiCorr1）、反腐败立案人数（AntiCorr2）、反腐败查处的处级及以上干部人数（AntiCorr3）、省级反腐败查处副厅级以上干部人数来度量反腐败的力度。
[4]

 对上述指标的描述性统计，详见表9-1。可以看出，不管采用哪种指标，中国的反腐败力度都很大，高强度的反腐行动势必对企业行为产生很大影响。

3.其他控制变量

企业创新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参考以往文献，本章也控制了负债率、托宾Q、每股自由现金流、企业规模
[5]

 等变量。对上述指标的具体描述性统计，详见表9-1。

表9-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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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指标AntiCorr4以每个省份查处的副厅级及以上干部人数进行度量，感谢郭华和王梦琦对于这部分数据的支持

资料来源：企业研发投入数据来源于万得金融数据库；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1]
 该处理过程也包含了以往董事长、总经理的政治关联。在某些企业中，总经理又被称为总裁、首席执行官等。


[2]
 但用总政治关联指标做回归可能会面临方程误设问题，因为直接采用该指标，暗含了四种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系数大小一致的假设。因此，在后文分析中，本章分别采用政治关联的四个分量指标。


[3]
 因为案件有大有小，所以采用立案人数是一种更加精确的方法。而同时采用两个指标，将有利于检验文章结论的稳健性。


[4]
 该数据来源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网站。回归中我们采用了指标的对数形式。


[5]
 企业规模以企业销售额的自然对数来表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关系

本部分利用中国上交所上市公司的数据，检验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
[1]

 之间的替代关系。本章认为，中国企业的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具有相互替代的关系。在腐败的潜在成本较低的情况下，企业有足够的动机通过低成本的方式发展自己，即谋求政治关联，而回避成本较高的发展方式，即企业创新。因此，本章采用全样本的回归结果检验了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如表9-2列（1）~列（4）所示。但在2012年年末之后，中国反腐败强度明显加大，腐败和政治关联的成本显著增加，全样本回归得到的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替代关系可能是反腐败威慑效应的结果。因此，本章剔除了反腐败之后的样本，只保留反腐败之前的样本，进一步检验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替代关系是否在反腐败之前也存在，结果如表9-2列（5）、列（6）所示。


表9-2 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替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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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在表9-2的回归中，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研发投入对数，主要解释变量为企业的政治关联，控制变量包括影响企业创新的其他可能因素，比如企业的负债率、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每股自由现金流，以及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等。其中列（1）、列（2）、列（5）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度量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如前所述，总政治关联指标是政治关联四个分量指标的加总，直接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暗含的假设是四个分量指标对企业创新有着同样且大小一样的影响，因此强行回归就会带来方程误设的问题。为了避免方程误设的问题，同时也作为一种稳健性回归，本章又用政治关联分量指标检验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如表9-2列（3）、列（4）、列（6）所示。
[2]



列（1）只考虑总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控制了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后，本章发现，虽然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不显著，但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可能存在着替代效应。当在列（2）中加入更多其他影响企业创新的控制变量后，结果发现：企业政治关联越强，企业的创新水平就会越低，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中国企业面临有限的资源约束，为了发展其必须在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之间做权衡。如果谋求政治关联的投入多，那么企业创新投入自然就少，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创新有替代作用。为回避方程误设问题，列（3）、列（4）又分别采用了政治关联分量指标来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这说明即使采用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我们依然发现政治关联越强的企业，创新水平越低，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着明显的替代作用。

列（4）的回归结果有可能是反腐败威慑效应的结果，为了说明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替代关系的稳健性，本章又用反腐败之前的样本进行回归，如列（5）、列（6）所示。结果发现：不论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还是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政治关联越强的企业，创新水平越低，即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明显的替代作用，因此该结论支持了假说1。

中国的国有企业的高管本身就有行政级别，或者本身就是政府官员，与生俱来就有很强的政治关联，因此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可能有所不同。为了检验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是否适用于国有企业，本章又将样本分为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来检验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为了消除反腐败威慑效应，本章又再细分了全样本和反腐败之前的样本。结果如表9-3所示。列（1）~列（4）的样本为非国有企业；列（5）~列（8）的样本为国有企业。列（1）、列（2）、列（5）、列（6）采用全样本；列（3）、列（4）、列（7）、列（8）剔除了反腐败的威慑效应，仅采用反腐败之前的样本。其中列（1）、列（3）、列（5）、列（7）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列（2）、列（4）、列（6）、列（8）采用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


表9-3 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替代关系如何随企业性质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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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均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列（1）、列（2）显示，不论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还是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均呈负相关关系。政治关联强的企业，创新水平比较低，因此支持了本章关于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有替代关系的假说。列（3）、列（4）剔除了反腐败的威慑效应，结果发现：尽管在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时，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替代关系不显著；但在采用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时，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有着明显的替代关系。但对国有企业而言，不论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还是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以及是否剔除反腐败的威慑效应，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之间均存在着不显著的替代关系。这说明在中国，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有着很大的不同。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显著替代关系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与生俱来的强政治关联，其在谋发展时，不会面临追求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强的权衡取舍。因此，即使当腐败和追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很低时，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替代关系也不显著。但具有政治关联并不意味着其不需要维护政治关联，维护政治关联依然需要花费一定的资源。因此，对国有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又与企业创新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这说明在中国，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的替代关系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都成立，但该关系对于非国有企业而言更显著，因此进一步支持了本章的假说1。

（二）反腐败与企业创新

中国企业的政治关联和企业创新具有相互替代的作用。企业的政治关联在帮助企业发展自己的同时规避了企业通过创新谋发展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因此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了极大的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就会发展得更好。有政治关联的企业的发展好坏严重依赖于企业倚重的官员，一旦这些官员失事，这些企业就必须另寻发展之路，即提高自身创新能力。自中共十八大以来，反腐败使大批腐败官员被法办，切断了企业与官员政治关联的通道，提高了企业政治关联的成本，这迫使很多企业不得不通过提高创新能力来发展自己。因此，反腐败切断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为了更好地检验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本章采用双重差分方法。

本部分采用反腐败的虚拟变量（AntiCorr）度量反腐败的水平。如果时间处于2013年及以后，存在反腐败或反腐败强度较大，则AntiCorr=1；反之，则不存在反腐败或反腐败强度较小，即AntiCorr=0。在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过程中，以时间虚拟变量度量反腐败的虚拟变量时，无法控制年份的固定效应。因此，为了修正无法控制年份固定效应所造成的估计偏误问题，本部分借鉴范子英（2014）的做法，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来估计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即相比于双重差分方法，本部分在回归模型中不控制反腐败的虚拟变量，但控制年份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9-4所示。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创新水平，本部分用企业研发投入对数表示。主要解释变量为反腐败以及反腐败和总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后者反映了反腐败是如何削弱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进而提高企业创新水平的。为了回避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带来的方程误设问题，本部分也采用了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的回归。


表9-4 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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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在表9-4中，列（1）~列（4）采用了双重差分方法，列（5）、列（6）采用了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列（1）、列（2）、列（5）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列（3）、列（4）、列（6）采用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列（1）只考虑了反腐败、总政治关联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在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后，结果发现：反腐败以及反腐败与总政治关联交互项对企业创新都有正的影响。这说明反腐败水平越高，企业创新水平则越高。也就是说，对于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或政治关联较强的企业，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正影响更大。但反腐败与总政治关联交互项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系数不显著。在列（2）中加入更多控制变量后，结果发现：反腐败和交互项对企业创新都有正的影响，且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反腐败显著提高了政治关联较强企业的创新水平。反腐败提高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切断了政治关联对于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有利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有正的影响。列（3）、列（4）采用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支持了列（1）、列（2）的结论。不论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还是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反腐败都有效地提高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风险和成本，切断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水平，从而验证了本章的假说2。

但列（1）~列（4）的回归无法控制年份固定效应。列（5）、列（6）分别利用总政治关联和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检验了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政治关联与企业创新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替代作用。反腐败与总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正影响，反腐败对政治关联强的企业的创新水平有着更大的影响。这说明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作用随着企业政治关联的增强而增大，反腐败能够削弱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有利于提高政治关联较强的企业的创新水平。

前文中研究发现，中国的国有企业与生俱来就有很强的政治关联，对它们而言，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不显著。因此，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正影响对国有企业而言可能不显著。因此，本章又分别研究了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有什么不同，如表9-5所示。列（1）~列（4）仅对非国有企业样本进行回归，列（5）~列（8）仅对国有企业样本进行回归。列（1）、列（2）、列（5）、列（6）采用总政治关联的指标，列（3）、列（4）、列（7）、列（8）采用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列（2）、列（4）、列（6）、列（8）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列（1）、列（2）的结果发现：不论是使用双重差分方法还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反腐败与总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都有正的影响。这说明对非国有企业而言，面临有限的资源约束，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替代作用。反腐败削弱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创新水平。并且，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作用随着企业政治关联的增强而增大。列（5）、列（6）研究了反腐败对国有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反腐败与总政治关联交互项对国有企业创新也具有显著正的影响。也就是说，反腐败有利于削弱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对创新的替代作用，同时可以增强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且该创新效应随着国有企业政治关联强度的增强而增大。

对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不显著，但为什么反腐败也会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在中国，尽管国有企业的政治关联与生俱来，但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不需要花费成本就可以依靠政治关联发展自己。国有企业也必须花费必要成本来维护自己与生俱来的政治关联，这也是现实中政商勾结大部分出现在国有企业高管与官员之间的原因。反腐败则会削弱国有企业维护本身政治关联的激励，减少国有企业为维护政治关联的花费，为企业创新创造更多空间。在中央强力反腐败的背景下，即在腐败和政治关联成本都提高的情况下，增加创新也成为国有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列（7）、列（8）也进一步验证了该观点，结果发现：对于国有企业而言，高管以前有从政经历的企业，反腐败对其创新作用的影响更大。这说明反腐败也减少了国有企业维护政治关联谋发展的激励，从而刺激了国有企业的创新。


表9-5 反腐败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创新的不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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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




[1]
 本章中企业创新和企业成长是不同的概念。企业创新可以促进企业成长，但企业成长不一定是因为企业创新能力强。企业成长比企业创新的范围更广。


[2]
 后续回归分析的处理，依然分别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和政治关联分量指标两种方式。


五、稳健性检验

（一）反腐败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前文以时间虚拟变量作为反腐败的虚拟变量。为了更好验证本章的观点，参考已有文献（聂辉华等，2014），本部分构建了三个反腐败力度指标：反腐败立案数（AntiCorr1）、反腐败立案人数（AntiCorr2）、反腐败查处的处级及以上干部人数（AntiCorr3），来分析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影响。

表9-6是对本部分基本回归结果进行的稳健性检验，被解释变量为企业研发投入对数，解释变量为反腐败、政治关联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反腐败在列（1）~列（6）分别采用了反腐败立案数、反腐败立案人数、反腐败查处的处级及以上干部人数三个不同的指标。为修正方程误设问题，列（1）~列（6）又分别采用了总政治关联和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列（1）采用反腐败立案数对数来度量反腐败程度，结果发现：反腐败、反腐败和总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都有正的影响，且该影响显著。这说明不仅反腐败有利于企业创新，而且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作用随着企业政治关联的增强而增大，反腐败削弱了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作用。列（3）、列（5）采用不同的反腐败度量指标，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从而支持了上述结论。

（二）反腐败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省级异质性检验

表9-6前6列采用国家层面反腐数据检验了前文的结论，列（7）、列（8）则采用了省级反腐败数据
[1]

 。根据前文的结论可以推测，在反腐败越强的省份，企业越没有激励通过政治关联发展自己，从而在反腐败之后，企业的创新水平提高更大。回归结果如表9-6列（7）、列（8）所示。


表9-6 反腐败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image: ]


[image: ]


注：括号内均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列（7）、列（8）采用省级反腐败查处副厅级及以上干部人数的对数作为反腐败度量指标，结果发现：不论采用总政治关联指标还是政治关联的分量指标，反腐败与政治关联的交互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均为正。这说明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作用随着省级反腐败力度的增强而增加。反腐败力度越强的省份，反腐败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越大。反腐败在国家层面提高了腐败和政治关联的成本，净化了市场环境，促进了企业创新。同时在省级层面，反腐败力度越强的省份，反腐败之后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也越大。因此，反腐败对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有着重大的影响。

（三）反腐败对企业创新影响的企业层面异质性检验

前文指出，尽管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的替代效应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有所不同，但反腐败都不约而同地有利于提高两者的创新水平。本部分利用我们构建的三个反腐败备选指标
[2]

 ，分别检验反腐败对非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创新的不同影响，表9-7是非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表9-8是国有企业的回归结果。考虑可能存在的方程误设问题，表9-7和表9-8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政治关联度量指标。

表9-7的回归结果发现：对非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反腐败与总政治关联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反腐败提高了企业创新水平，且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提高效应随着政治关联的增强而增大。尤其对高管是党员和人大代表的非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的异质性效应更加明显。对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与总政治关联的交互项不显著，仅有反腐败与以前从政、反腐败与人大代表，以及反腐败与政协委员这三个交互项显著，但只有反腐败与以前从政的交互项系数为正。这说明对高管以前从政的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增加有正影响。政治关联越强，反腐败对创新的提高越大。对高管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提高的正影响随着企业政治关联的增强反而减弱。政治关联越强，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提高越小。国有企业的特殊性使得反腐败对其创新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趋势：反腐败可以普遍提高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但只能提高高管以前从政的国有企业的创新水平，因此反腐败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不具有普遍性。


表9-7 反腐败对非国有企业创新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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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表9-8 反腐败对国有企业创新影响的进一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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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




[1]
 本章通过收集中国各个省份因腐败查处的副厅级及以上干部的人数做了一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在反腐败力度不同的省份，企业创新的增加有何不同。结果发现，反腐力度越大的省份的企业创新水平提高越大；反之亦然。


[2]
 反腐败立案数、反腐败立案人数、反腐败查处的处级及以上干部人数。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反腐败已对中国政治和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学术界涌现出一大批探讨反腐败对经济的影响的文章。反腐败对经济增长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如何客观地评价这轮反腐败的经济影响？这都是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问题。本章从企业发展的微观角度，利用中国上交所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了反腐败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结果发现：在中国，政治关联对企业创新有明显的替代作用。反腐败提高了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成本，削弱了政治关联对创新的替代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但本章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国有企业而言，反腐败只会对特定类型企业的创新提高有正的影响，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推动作用没有得到全面发挥。

本章测度了反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一定的政策指导意义。

（1）本章从企业创新角度为“反腐败有利论”提供了证据，有利于我们客观地评价中国反腐败运动的经济影响。反腐败作为一项全国性的政策，必然对中国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再加上中国经济正处于转型时期，任何一项研究都无法窥探反腐败对经济影响的全貌。我们必须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全面客观地评价此次反腐败运动对经济的影响，这样才能为中国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的转变做出理论上的支持。

（2）中国企业的政治关联是一个社会普遍现象，反腐败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政治与经济的各个方面，因此必须加强中国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才能释放反腐败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影响。政府应不断地下放经济资源管理权限，减少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控制，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政府还应减少行政审批权限，弱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促进经济的市场化改革，从源头上削弱企业追求政治关联的激励，消灭官员依靠权力向企业寻租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充分释放反腐败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推动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程，促进企业的良性发展。

（3）加强国有企业改革，重塑国有企业市场法人的地位，才能释放反腐败政策的积极效果。在中国，国有企业与生俱来就有很强的政治关联。非国有企业在与其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而加剧了自身谋求政治关联的激励。过多追求政治关联腐化了企业自身发展能力的建设，不利于中国企业创新的长久发展。反腐败虽然能够削弱企业谋求政治关联的激励，促进企业创新，增强自身发展能力，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不平等竞争的根本实质没有发生变化，滋生企业过多追求政治关联的土壤依然存在。只有从根本上进行国有企业改革，减少政府对国有企业的偏向行为，缩小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地位上的差距，使两者公平竞争，才能进一步释放反腐败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尤其是对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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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房地产阻碍了中国创新吗?——基于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的解释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从要素粗放型驱动向创新驱动发展模式转变的重要机遇期，创新正日益成为维持和驱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无论是从推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或者加快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乃至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视角来看，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正越来越凸显。

然而，我们注意到，中国背景下房地产价格的持续升高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快速扩张，可能会对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乃至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近年来开始有文献关注此类问题。Chen等（2015）利用中国的数据发现，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对微观企业部门非房地产投资形成了显著的挤占效应，扭曲并加剧了不拥有土地的企业的融资约束，扩大了拥有土地和不拥有土地的企业之间的融资约束差距，造成了投资效率的下降，导致了资源错配现象的发生。即便在中国采取了房地产限购政策来缓解可能的房地产泡沫风险，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对投资效率仍然呈现出净负面影响效应。陆铭等（2015）发现，2003年以来，中国政府用行政手段来干预土地资源在区域间的配置，开始实行倾向于中西部的土地供应政策，相应地压缩东部的土地供应。这造成东部地区房价快速上升，进而推升了东部地区的工资上涨，可能对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以及经济发展效率的提升产生了负面影响。更值得重视的是，有文献发现：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对中国微观企业创新能力可能造成负面影响。王文春和荣昭（2014）利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1999—200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数据，验证了这种可能的负面影响。他们发现，房价的快速上涨对中国工业企业新产品开发活动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在房价上涨越快的地区中，当地工业企业进行新产品开发活动的倾向越弱，这种抑制效应对规模较小的企业以及外资企业影响较小。他们进一步发现，自从2004年实施土地转让招标、拍卖或挂牌（简称招拍挂）制度以来，该抑制效应在有新产品开发活动的私有企业中进一步凸显。

在这种背景之下，面对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推进与实践，我们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房地产的快速增长是否会对中国的创新活动，特别是实体经济部门的创新活动产生负面影响？客观来看，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中国国内学者和政策制定者重点关注的研究领域之一。实际上，如果我们忽略了房地产对中国创新活动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不可能从根本上深入理解阻碍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各种重要的外部制约性因素。本章利用中国省级层面1996—2013年的面板数据，将研究主题聚焦于探究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否抑制了地区创新活动，并试图从以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的中国现实出发，探究偏向于满足房地产投资增长的长期贷款期限倾向化的金融体系特征是否进一步加剧了中国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对地区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

与既有文献相比，本章的贡献在于：首先，对于在中国当前特定的转型背景下阻碍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因素，既有文献还未充分关注到房地产的快速扩张对创新活动的负面影响。与既有文献一直关注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视角有所不同，本章从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这个独特视角，来直接验证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对创新活动的阻碍作用。为深入理解在中国情景下阻碍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因素，本章从以往文献尚未关注到的视角进行研究。其次，本章的经验研究发现，在中国存在典型的金融抑制特征的背景下，以垄断性银行机构为主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偏向于将长期贷款提供给房地产企业，满足房地产快速扩张对金融资金的巨大需求，这可能加剧金融体系的贷款期限结构与创新活动所需长期资本之间的矛盾，进而对地区创新活动造成进一步的抑制效应。我们的实证研究验证了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增长→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地区创新活动的传导机制。这个发现为深入理解中国情景下房地产快速扩张对创新活动产生抑制效应的影响机制提供了以往文献尚未关注到的经验证据。最后，为了贯彻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竞相通过出台各种类型的创新补贴政策和专利扶持政策，来激励本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事实上，如果我们忽略了中国在特定发展阶段中房地产的迅速扩张对中国创新能力提升可能造成的突出制约作用，不通过规范房地产的健康成长环境来纠正中国市场的资源错配机制，不营造提升投资效率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仅局限于使用各种政府刺激政策来促进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那么这种政策措施和改革思路就不能达到预期效果，甚至可能起到反面作用。因此，就这一点来看，本章的经验发现为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改革方向，以及如何正确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对激励创新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了具有启发意义的政策参考依据。


二、制度背景与假设提出

（一）房地产对创新的影响与机理分析

首先，房地产的快速膨胀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会对企业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形成显著的挤占效应，导致资源错配效应的发生，进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损害。Wang等（2011）利用理论模型分析了房地产泡沫对一国资源配置可能形成错配效应。他们发现，房地产投资的快速膨胀通过利率效应，对其他部门的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形成显著的挤占效应，导致资源错配效应的发生。这是房地产泡沫对一国资源配置形成错配效应的主要机制。Bleck等（2014）基于理论模型的研究，再次验证了房地产投资快速膨胀所形成的挤占效应和资源错配效应。Chaney等（2014）利用美国房地产泡沫时期的银行数据，发现了银行体系对房地产行业的贷款增加挤占其他行业商业贷款需求的现象。Chen等（2015）利用中国369个城市数据，也发现了房地产价格的快速增长对投资效率的弱化效应，该效应导致了非房地产行业融资约束程度的加重，这显然会导致中国资源错配效应的发生。

其次，房地产的快速膨胀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可能会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形成显著的抑制效应，从而对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长期性的损害。房地产对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以及其中可能的作用机制，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第一，任何形式的创新活动都需要由企业自身内源融资渠道所提供的长期投资（Brown等，2012），因此，房地产投资的快速膨胀以及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显然会对企业创新活动所需的长期投资资金造成显著的挤占效应，进而对创新活动形成抑制效应。Miao等（2014）通过理论模型对这其中可能的联系机制加以分析。他们构建了包含两个生产部门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发现企业受资产泡沫的吸引会将企业有限的资金投入有泡沫的生产部门，而其对主营业务的创新投入因此受到抑制。如果存在泡沫的部门不具有很强的技术外溢效应，典型如房地产，则投资的转移会通过资源错配效应对其他生产部门的创新投入产生抑制效应，进而对经济增长造成消极影响。第二，在房地产泡沫发展的特定阶段，在以银行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体制中，由于房地产投资的收益率要高于其他行业的投资收益率，这就会激励商业银行体系偏向于将有限的贷款资金优先提供给低风险、高收益的房地产部门，并对制造业部门的创新研发活动所需的长期投资资金造成显著的挤占效应，进而对制造业部门创新活动以及转型升级活动造成显著的抑制效应。王文春和荣昭（2014）针对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这一种特定的影响机制。第三，在房地产泡沫发展的特定阶段，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升可能会扭曲一国的消费结构。其主要表现为家庭将储蓄的主要部分用于购买创新活动相对较低的房地产，这必然会导致一国偏向于拉动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水泥、钢材、装饰材料等高投资行业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而且，房地产泡沫导致的高支出负担，会迫使家庭将收入中的较少部分用于购买那些蕴含更多创新活动的高新技术产品，从而导致内需所引致的创新功能的失效，即造成房地产泡沫→需求结构的扭曲→内需所引致的创新功能的失效→产业结构扭曲的传导机制的发生，进而对该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造成不可低估的负面效应。第四，在一国特定的发展阶段，如果房地产部门的净利润率远大于制造业部门，就有可能会激励制造业部门的微观企业将自身用来进行创新的资金或积累利润，通过多元化投资策略或者对房地产的投机行为，转移到高投资收益回报率的房地产部门，从而对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突出的抑制效应。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房地产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平均净利润率存在巨大的落差。2014年以前，中国房地产部门的平均净利润率均在30%以上；而同期中国工业部门的平均净利润率不超过7%，工业企业500强的平均净利润率是2.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活动平均净利润率为6.04%。中国房地产部门和工业部门平均净利润率的这种巨大落差，必然导致中国工业部门的资金向房地产部门的大规模转移，从而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不可低估的抑制效应。

依据中国的现实情况，我们认为，房地产投资的快速膨胀乃至局部地区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很有可能通过以上机制对创新活动形成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对中国的创新活动可能形成了显著的阻碍作用，特别是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形成了阻碍作用。为了验证以上分析和猜想，我们提出本章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研究假设1：中国各省份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对地区创新活动产生显著的阻碍作用，而且对地区工业部门创新活动的阻碍作用可能表现得更为突出。

（二）中国金融体系对房地产和创新影响渠道的扭曲作用

近年来，金融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结构特征对一国宏观和微观层面创新活动的影响及其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Chava等，2013；Hsu等，2014；Cornaggia等，2015）。其中，一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研究是，究竟是金融市场导向的金融体系还是银行导向的金融体系更有利于激励一国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创新活动。对于很多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个研究尤为重要，因为其事关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根本性动力机制的深入认识。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由于经常会受到政府的过度干预、各种不合理管制以及存在行政进入壁垒，因此会导致银行体系的垄断性以及金融市场发展滞后等特定类型的金融抑制现象的发生（Mckinnon，1973；Shaw，1973）。正如众多学者所关注的，在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金融抑制体制的存在，具体表现为金融市场发展的滞后以及以垄断性银行机构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的双重抑制模式（卢峰等，2004；王建铆，2011）。在中国金融体系存在典型金融抑制特征的客观现实背景下，金融市场体系发展的相对滞后，可能导致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所需要的前、中、后期巨额资金投入只能主要依靠以银行机构为主的外部融资渠道来维持（张杰等，2012）。而且，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部门的创新活动多数只是处于模仿、消化、吸收的追赶阶段，自身创新研发的风险相对较低，因此以风险谨慎型的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在处理高风险的创新研发项目方面并不适宜，而该体系恰好能够匹配发展中国家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动。在这种情形下，考虑到微观主体的创新研发投入一般需要较长周期的资金来源与支持，以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的贷款行为特征以及其贷款期限结构，会对发展中国家创新能力的培育与提升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因此，金融体系的贷款期限结构也就成为理解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和微观主体创新活动之间是否具有匹配性，以及金融体系能否对创新活动起到有效促进作用的重要切入点（Diamond等，2014）。客观来看，如果金融机构能够针对微观主体的生产经营活动乃至创新研发活动提供较长周期的贷款支持，那么金融体系就能够起到支持发展中国家微观主体创新活动的金融功能。相反的逻辑是，如果金融机构面对微观主体的创新研发活动以及生产经营活动无法提供较长周期的贷款支持，那么金融体系就无法起到支持发展中国家微观主体创新活动的金融功能，甚至还会造成抑制效应。Xin等（2017）的实证研究就支持了这种观点。他们针对中国情景的经验研究发现，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长期贷款能够对外部融资依赖型产业的创新活动形成促进效应，而短期贷款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外部融资依赖型产业的创新活动造成抑制效应。而且，以四大国有银行贷款占主导的信贷市场对外部融资依赖型产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抑制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当前正好处于以垄断性银行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和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中的双重背景下，房地产行业的快速扩张很有可能扭曲金融机构和创新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加剧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对创新活动的负面作用。这是因为：一方面，房地产行业的快速扩张所带来的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必然需要银行机构的融资支持。在房地产投资收益较高而风险相对较低的特定阶段，以银行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必然倾向于将长期贷款优先提供给房地产行业，满足房地产行业快速扩张对金融资金的巨大需求，这就可能加剧金融体系的贷款期限结构与本地区微观主体创新活动所需长期资金之间的矛盾，造成银行机构贷款结构和微观主体创新活动所需长期资金之间的错配效应，会对地区的创新活动产生抑制效应。另一方面，由于工业部门是一国创新活动最主要的承担者和推动者，以银行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将长期贷款优先提供给房地产行业的行为逻辑，必然会在低收益、高创新风险的工业部门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此种情形下，工业部门中的微观主体无法通过金融市场或者别的融资渠道获得足够的创新研发投入资金，银行机构将长期贷款优先满足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巨大融资资金需求的偏向性行为，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强化银行机构贷款结构和工业部门微观主体创新活动所需长期资金之间的错配效应，从而对工业部门微观主体的创新活动所需的长期投资资金形成显著的挤占效应，进而对该地区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产生更为突出的抑制效应。

从中国房地产投资所需巨额资金的来源来看，恰恰就存在房地产的巨额投资资金来源主要依靠银行机构以及银行体系将长期贷款偏向于提供给房地产部门的双重现象。依据历年《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所提供的数据，1997—2013年，中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银行融资资金的比例一直为40%~50%。其中，2004年以前中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银行融资资金的比例更高，为50%~60%。2004年后，随着信托基金、海外融资等新型房地产金融的发展，以及银行机构出于对局部地区的房地产泡沫的担心，中国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中银行融资资金的比例略有降低，但也为35%~50%。以2004年为例，2004年房地产开发资金中第一来源是定金和预收款，达到7395.3亿元，占房地产开发资金的43.1%；第二来源是企业自筹资金，为5207.6亿元，占30.3%；第三来源是银行贷款，为3158.4亿元，占18.4%。但实际上，企业自筹资金主要由商品房销售收入转变而来，约70%来自银行贷款，定金和预收款约有30%来自银行贷款。由此可见，2004年房地产开发资金源自银行融资资金的比例应在55%以上。而且，从金融机构的贷款结构来看，房地产贷款占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的比重也在逐步增加，比如在2002年年末，这一比重达到28.5%，2003年年末达到32.9%，2004年年末达到34.3%，2005年年末又上升到34.8%。图10-1显示，中国各省份金融体系长期化贷款期限结构（长期贷款与短期贷款的比值）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这就进一步验证了中国情景下以银行机构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以及银行将长期贷款优先满足房地产投资增长需求的基本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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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中国各省份金融体系长期化贷款期限结构与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关系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知道，要真正深入理解中国情景下房地产对创新活动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很显然不能脱离对具有金融抑制特征的金融体系的贷款行为特征的全面认识。而且，需要将集中反映中国金融机构贷款行为核心特征的贷款期限结构，作为理解中国情景下房地产对创新活动造成影响的传导机制的重要切入点。由此引发出的切合中国现实背景的传导机制问题是，房地产投资的快速扩张是否会通过银行机构偏向于满足房地产行业发展所需的长期贷款的传导机制，对中国各地区特别是地区中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进一步的扭曲，即图10-2中所展示的房地产投资增长→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地区创新活动的传导机制。为了验证以上分析和设想，我们提出本章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image: ]
图10-2 中国情景下房地产对创新的影响机制



研究假设2：中国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会通过金融体系长期化贷款期限结构，对地区创新活动造成显著的抑制效应；而且，中国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会通过金融体系长期化贷款期限结构的影响渠道，对地区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更为突出的抑制效应。


三、经验模型与识别策略

（一）计量模型的设定及数据来源

针对前文中提出的研究假设，本章经验模型的设定思路主要着眼于检验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是否会对该地区的创新活动造成差异性的影响。本章基本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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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10.1）中，因变量innovationit
 是用来度量中国省份i在年份t中的创新活动的代理指标。如何找到度量中国各省份创新活动的代理指标，既是既有文献的难点，也是关乎本章研究结论稳健与否的关键所在。在借鉴既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本章使用多种代理指标对其加以衡量。第一种是创新活动的投入指标，我们使用中国各省份R&D内部支出（科技活动经费筹集额）增长率，即“（本年各省份R&D内部支出-上年各省份R&D内部支出）/上年各省份R&D内部支出”来表示，标记为R&D_increase。第二种是创新活动的产出指标，使用中国各省份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即“（本年各省份发明专利授权量-上年各省份发明专利授权量）/上年各省份发明专利授权量”来表示，标记为patent_increase。其理由在于：一方面，使用发明专利指标而非外观设计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指标来代表国家、地区或企业层面的自主创新能力，是研究文献的常用手段（Hashmi，2013）。另一方面，相比于申请形式，授权形式的专利显然更能体现创新能力的实质内涵（Hsu等，2014）。在以上数据中，中国各省份R&D内部支出指标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各省份发明专利授权量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数据库。本章的核心解释变量realestate_increase表示的是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使用“（本年各省份房地产投资-上年各省份房地产投资）/上年各省份房地产投资额”的形式进行计算。该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房地产统计年鉴》。

为了尽可能解决式（10.1）中由遗漏变量可能造成的偏误问题，我们在控制变量集Z中所设置的变量包括：（1）人均实际GDP增长率（pergdp_growth）。我们以1995年作为基期，使用中国各省份的GDP平减指数计算得到各省份的实际GDP，再除以各省份就业人数得到各省份人均实际GDP，在此基础上最终计算出各省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指标代表了不同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技术水平以及内需规模的差异，而这些因素均是影响地区创新活动，并导致地区创新能力差异产生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对此因素进行控制。（2）人力资本（humancapital）。既有文献指出，人力资本是影响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Cohen，1995；McKelvie等，2006；Alegre等，2006；孙文杰等，2009）。正如陈钊等（2004）所指出的，文献中常常用滞后的入学率作为中国情景下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这通常是在没有对人力资本进行直接度量情况下的替代处理方法。相比之下，人均受教育水平应该是对中国情景下人力资本更为合理的度量指标。本章借鉴了陈钊等（2004）的度量方法，估算了我国相应年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将该指标作为中国各省份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使用的相应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3）国有部门因素（state）。该指标用中国各省份国有企业的销售收入占本地区GDP的比重来表示。从中国的现实情形来看，既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以及所有制差异是影响中国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Lin等，2010）。一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凭借自身的国有身份而更容易获得政府的创新补贴支持，并且依靠自身所处的战略地位而更容易获得国家资金来源的创新资本，这导致国有企业越多的地区，创新活动越多。另一方面，中国的国有企业自身处于特定的行政垄断地位，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导致创新能力激励机制的弱化，从而对中国创新活动形成抑制效应（吴延兵，2012）。而且，当前国有企业作为政府权力的延伸以及大量寻租活动的来源，可能会抑制创新能力激励机制。因此，国有部门因素必须被加以控制。（4）对外开放程度。该项因素用中国各省份的进口额占GDP比重（import）和出口额占GDP比重（export）两个指标来表示。众多文献发现，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来看，贸易开放都是影响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Gorodnichenko等，2010；Atkeson等，2010；Bloom等，2013）。从进口角度来看，中国的进口中包含了一定比例的先进生产设备和高技术含量的关键零配件，这既可能对企业的创新活动造成互补效应（进口中学习效应），也可能造成替代效应（竞争效应）（Kasahara等，2008；Lopez等，2010；Lu等，2012）。无论是何种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均需要对进口因素加以控制。从出口角度来看，出口对中国创新活动也可能产生正、负两个不同方向的作用。一方面，出口可以通过出口中学习效应或干中学效应促进中国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Wang等，2012）。另一方面，出口也可能导致中国企业被锁定在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抑制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刘志彪等，2007）。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有必要从进口和出口两个角度来考虑对外开放程度对中国创新活动的影响。（5）地区的产业结构（industry_structure）。该指标使用中国各省份的第二产业产值和第三产业产值的比值来衡量。中国各省份产业结构发展水平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地区的创新活动（梁琦等，2006；郁培丽等，2011）。越是偏重于第二产业的地区，其创新活动可能越活跃。当然，地区创新活动离不开第三产业中生产型服务业以及金融部门的支持。在这种情形下，地区的产业结构对中国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更为复杂，作用效果可能具有不确定性。（6）税收水平（tax）。该指标使用中国各省份税收收入与该省份GDP的比值来表示。有文献发现，由于创新活动普遍具有的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特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会对具有正外部性的基础创新研发活动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戴晨等，2008）。而且，为了贯彻国家制定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国各级政府积极实施了各种类型的税收扶持政策，这显然会影响中国各省份的创新活动，因此需要对此因素加以控制。此外，我们在式（10.1）中还控制了各省份以及年份固定效应的虚拟变量。前者用来控制中国不同省份由于政府扶持政策差异、技术水平差异以及地理区位差异等对地区创新活动可能造成差异性的影响。后者用以控制由政府扶持政策的变化或者外部宏观经济变化冲击所造成的影响。εit表示随机误差项。考虑到式（10.1）中某些控制因素对创新活动可能产生的逆向因果关系，我们采用了滞后一期的控制变量来加以缓解。

（二）内生性问题的讨论与工具变量的设定

从作用逻辑来看，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和地区创新活动之间可能存在特定的内生性问题。第一，中国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和创新活动存在由联立性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在创新活动越活跃的地区，其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越强。企业的生产扩张效应以及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效应可以促进这些地区房地产需求的增加，进一步促进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第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创新活动的影响还会遇到由重要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比如，中国地方政府基于本地区经济发展阶段和增长动力的差异而实施有差异性的创新追赶政策，既可能对本地的创新活动造成影响，也可能对本区居民和企业部门的投资行为造成影响，进而影响本地的房地产投资增长。而在我们所收集的省份数据中，这种地区间的创新追赶政策很难被精确界定。尽管我们已经在式（10.1）中尽量控制了一系列与地区创新活动和能力相关的省级层面的特征变量，比如，考虑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我们在式（10.1）中控制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以及地区的产业结构，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控制地区间创新追赶政策的差异性特征，但是，在理论上仍然可能存在无法加以有效控制的遗漏变量。针对这两类原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章尝试着寻找地区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工具变量或多重工具变量，以缓解式（10.1）中由内生性问题所造成的估计偏误。

按照构建工具变量的基本思路和逻辑，我们需要寻找到一个仅与中国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有内在联系，而与地区创新活动没有直接联系的外生变量作为相应的工具变量。我们认为，中国各省份的土地供应状况是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合适工具变量。这是因为：一方面，土地供应状况会从供给层面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长率。显然，土地供给越多，则越会刺激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情景下土地供应状况是影响房地产价格（房价）的重要因素（陈斌开等，2013），由土地供应状况推动的房价上涨也会从需求层面进一步拉动房地产投资的增长。然而，从中国的现实来看，按照中国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的规定，由于中国在土地公有制下实行严格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以及严格的保护耕地制度，中国各省份的土地供应受到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严格管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简称国土资源部）根据全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简称用地计划）总量控制指标提出各自的计划指标，以编制全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草案，将之纳入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再上报国务院经审定后下达各地参照执行。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中国各省份的土地供应状况必然是由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来决定的，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央政府而非各地方政府来决定的（虽然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用地需求来上报土地利用年度计划）。这就保证了中国各省份土地供应状况仅仅会影响地区房地产投资增长率，而对地区创新活动并不会造成直接影响。需要进一步关注的事实是，中央政府在2003年左右的土地政策发生了重要调整，具体表现在：（1）在土地供应总量上实行更严格的建设用地指标管理制度。在土地供给方式上实施地方政府的垄断供给制度，而且全面推行招拍挂制度，从而激励了地方政府通过所谓的饥饿供给策略来获取土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2）出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战略考虑，中央政府在2003年后开始实施偏向中西部地区的用地指标倾斜政策。在2003年之前，中西部地区的土地出让成交面积占全国土地出让成交面积的比重不断下降。而从2003年开始，该指标呈现逐步上升的态势，由2003年的29.5%上升到2010年的45%。（3）从2003年开始，政府对各地区违规使用土地进行严厉督察和打击，特别是针对东部地区违法用地的案件的查处力度非常大。

以上事实至少能够说明以下基本问题：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是按照中国各省份的发展均衡状况来决定各地的用地指标，而不是完全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需求来决定各地的用地指标。最为典型的事实是，中国东部地区的多数城市在2003—2010年，无论是从工商业发展的用地需求的角度来看，还是从由快速城市化以及人口流入导致的用地需求急剧增长的角度来看，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应该都处于相对高速增长的阶段。然而，事实是东部地区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在此阶段处于下滑态势，这就部分解释了东部多数地区房价快速增长，以及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房价居高不下的原因。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各地区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就具有由政府政策驱动的外生特征，因此，从中国各省份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的形成逻辑来看，可能就存在中央政府制订计划→各省份确定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决定供给）→土地价格上涨（需求大于供给发挥作用）→房地产投资大幅上涨的传导逻辑链条。

基于以上基本事实的逻辑分析，我们认为，使用中国各省份上一年的国有建设用地出让面积和地区人口数量的比值所得到的各省份人均建设用地出让面积，作为中国情景下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工具变量，是具有合理性的。理由在于：各省份人均建设用地出让面积既包含了中央政府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指标信息，又直接反映了政府政策驱动的各种有效信息。而且，使用上一年的各省份人均建设用地出让面积作为工具变量的好处在于：一方面，该变量可以消除由不同省份本身的地域面积差异导致的不可比因素。另一方面，该变量可以消除房地产投资反过来影响各省份人均建设用地出让面积的可能渠道（陆铭等，2015）。以上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国土资源年鉴》。此外，基于中国各省份的房价也是影响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重要因素，我们也尝试使用中国各省份的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作为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多重工具变量。然而从中国的现实情形来看，中国各省份的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的变化信息很有可能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又有可能与地区的创新活动相关，因此，其未必是有效的工具变量。基于此考虑，我们认为，将中国各省份的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作为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多重工具变量，未必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因而我们就舍弃了这种工具变量的设定思路。当然，难以排除的想法是，各省份人均建设用地出让面积仍有可能在不同程度上通过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这两个渠道来影响地区创新活动，从而造成内生性问题。针对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这两个可能的影响渠道，我们相应控制了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地区的产业结构等变量，从而在较大程度上避免各省份人均建设用地出让面积通过未观察到的因素来对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产生影响。


四、房地产对中国创新影响效应的检验结果

表10-1展示了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当地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模型1采用了OLS估计方法，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一系列相关影响因素的条件下，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中国各省份R&D内部支出增长率的影响显著。模型2同样采用了OLS估计方法，其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中国各省份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的作用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两列的回归结果初步表明，中国情景下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创新活动，阻碍了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模型3展示了我们采取上文设定的工具变量以及采取2SLS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一系列相关影响因素以及采用工具变量来解决由逆向因果关系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后，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中国各省份R&D内部支出增长率的作用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且，该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数值也明显变大。这就表明，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中国各省份R&D内部支出增长率产生了显著的阻碍作用。类似地，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中国各省份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的作用也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就进一步表明，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中国各省份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同样产生了显著的阻碍作用。以上检验结果从不同角度为本章的研究假设1提供了支持证据，也为中国情景下房地产行业快速发展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从本章设定的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来看：一方面，在模型3和模型4中，杜宾吴豪斯曼（Durbin-Wu-Hausman，DWH）检验的结果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原假设，因而可以确定，式（10.1）中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和中国各省份R&D内部支出增长率以及中国各省份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之间是存在内生性问题的。另一方面，在2SLS的工具变量估计过程中，第一阶段估计的F值均大于在10%偏误水平下的16.38的临界值，由此验证了本章使用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并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表10-1 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当地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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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1%、5%、10%（双尾）的显著性水平。除DWH检验括号中为p值，其他括号内的数值均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t值或z值

依据中国的现实，一个需要被高度重视的问题是，中国房地产投资的高速增长究竟会对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何种性质以及何种程度的影响。我们使用中国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内部支出增长率以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两个指标，作为反映中国各省份工业部门创新活动的代理指标。令人担心的是，由于这两个代理指标只是反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没有包含规模以下的数量众多的小、微制造业企业创新活动的信息，因此未必是全面反映中国各省份工业部门创新活动有效信息的代理指标。然而，针对中国情景下工业部门创新活动的既有研究表明，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背景下中、小型企业是创新活动主要推动者的实际情形有所不同，中国工业部门的大、中型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要推动者，这可能与中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主要还是较低层次的模仿及吸收行为特征，以及金融抑制体制造成的外部融资约束特征密切相关（吴延兵等，2011）。因此，基于上述事实，我们认为，使用中国各省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R&D内部支出增长率以及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这两个指标作为反映中国各省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的代理指标应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表10-2展示了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当地工业部门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模型1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一系列相关影响因素的条件下，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当地工业部门R&D内部支出增长率的作用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2的回归结果也显示，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当地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的作用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两列的回归结果表明，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对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形成了更加明显的阻碍作用。但由于模型1和模型2的检验结果并没有处理由可能的逆向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并不可靠，故需要采取工具变量做进一步估计。模型3展示了我们采取上文设定的工具变量以及采用2SLS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当地工业部门R&D内部支出增长率的作用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当地工业部门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的作用也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进一步可以发现，从模型1到模型4，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不仅在统计水平上变得更为显著，并且在数值绝对值上也变得更大，这符合采取工具变量估计方法得到的经验结果的惯例。以上结果深刻表明，中国各省份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对当地工业部门创新活动形成了更为突出的阻碍作用。这些检验结果为本章的研究假设1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证据，为中国情景下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对中国以工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提供了不可忽略的经验证据。


表10-2 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当地工业部门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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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1%、5%、10%（双尾）的显著性水平。除DWH检验括号中为p值，其他括号内的数值均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t值或z值


五、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影响机制的检验结果

在本部分中，我们将进一步探究中国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是如何通过中国各省份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的传导机制，对地区创新活动造成进一步的阻碍作用的，从而尝试研究具有典型金融抑制特征的中国金融体系是如何通过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渠道对创新活动产生抑制效应的。在式（10.1）的基础上，我们将检验传导机制的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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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式（10.1）相比，式（10.2）的主要区别是纳入了中国各省份的房地产投资增长率realestate_increaseit
 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loanstructureit
 的交互项。其中，贷款期限结构loanstructureit
 是使用中国各省份长期贷款数量与短期贷款数量比值的变量来表示。显然，该比值越大，说明某个省份的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越偏重于长期贷款。以上数据均来自历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客观来看，由于中国各省份在要素禀赋和经济发展阶段上存在差异，因此地方政府对金融体系的干预程度以及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市场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就为本章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拟自然”环境。

表10-3报告了式（10.2）的回归结果。具体来看，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变量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也显著为负。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也显著为负。同样的估计结果在模型3和模型4的2SLS估计方法中也得到了证实。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国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且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也显著为负。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不仅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且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仍然显著为负。以上检验结果表明，在房地产投资增长越快的省份中，金融体系越倾向于将长期贷款提供给房地产部门，从而越会抑制该地区的创新活动。上述结果为本章的研究假设2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证据。事实上，中国现阶段存在典型的金融抑制体制特征，以垄断性银行机构为主的间接融资金融体系偏向于将长期贷款提供给房地产行业，以满足房地产行业快速扩张对金融资金的巨大需求。一方面，这可能对当地创新活动所需的巨额资金投入造成显著的挤占效应；另一方面，这也可能通过房地产行业的快速扩张，加剧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与当地创新活动所需长期资本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对地区的创新活动造成突出的抑制效应。


表10-3 房地产投资增长率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对中国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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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1%、5%、10%（双尾）的显著性水平。除DWH检验括号中为p值，其他括号内的数值均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t值或z值

表10-4展示了中国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对工业部门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也显著为负。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也显著为负。模型3和模型4的2SLS估计方法的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些效应。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也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也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检验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在房地产投资增长越快的省份中，金融体系越倾向于将长期贷款提供给房地产部门，从而更加抑制该地区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由此表明，中国情形下房地产快速增长会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对以工业部门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更为突出的抑制效应，从而进一步为本章的研究假设2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支持证据。


表10-4 房地产投资增长率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对工业部门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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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1%、5%、10%（双尾）的显著性水平。除DWH检验括号中为p值，其他括号内的数值均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t值或z值


六、稳健性检验

（一）替换计量方法

考虑到本章所设计的工具变量可能未必是完全合理的，因此，以上检验结果也未必就是稳健的。为了保证本章主要结论的可靠性，我们所做的稳健性检验就是替换本章的计量方法，在不采用工具变量的前提下，使用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简称两步系统GMM）方法来对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重新进行估计。具体的计量方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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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式（10.1）和式（10.2）有所不同，我们在式（10.3）和式（10.4）中分别纳入了中国各省份R&D内部支出增长率R&D_increase以及各省份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patent_increase的滞后一期变量，其原因是考虑到中国各省份的创新活动可能具有的动态延续效应。针对式（10.3）和式（10.4），在运用两步系统GMM方法时，要得到无偏和一致性的估计结果，就要求处理滞后的因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并解决面板数据中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效应问题。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等的研究进一步指出，同时利用差分和水平变量信息来构造工具变量的两步系统GMM方法可以较好地处理动态面板数据，这一估计法在一阶差分方程的基础上通过引入水平方程而构成一个两方程系统，水平方程的引入有效地增加了差分方程的工具变量，其本身变量的差分滞后项也被当作水平方程相应变量的工具变量。此时，两步系统GMM方法在不采用额外的工具变量的情形下，就可以较为有效地解决弱工具变量问题。而且，运用两步系统GMM方法还有一个优势是，对于同样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的pergdp_growth、humancapital、import、export以及tax等控制变量来说，我们在运用两步系统GMM方法的过程中，对这些控制变量采取前定变量的形式来加以处理，就可以尽可能保证得到无偏和一致性估计结果。实际上，我们在自回归模型AR（1）、AR（2）以及汉森（Hansen）检验中，均通过了两步系统GMM方法的检验要求，由此也说明了选择两步系统GMM方法具有的合理性。

表10-5列示了在被解释变量为中国各省份创新活动的代理指标的样本组中，我们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对式（10.3）和式（10.4）进行检验的结果。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也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4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以上稳健性检验的发现再次为本章的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提供了支持证据。以上表明：一方面，中国情形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会对地区创新活动造成直接的挤占效应；另一方面，中国情形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会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对各省份创新活动造成间接的抑制效应。


表10-5 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中国各省份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两步系统GMM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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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1%、5%、10%（双尾）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t值或z值

表10-6列示了在被解释变量为衡量各省份工业部门创新活动的代理指标的样本组中，采用两步系统GMM方法对式（10.3）和式（10.4）进行估计的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也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也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4的回归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其和各省份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也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很显然，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再次为本章的研究假设1和研究假设2提供了支持证据。由此表明：一方面，中国情形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会对各省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显著的挤占效应。另一方面，中国情形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会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对各省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抑制效应。这深刻揭示了中国情景下房地产的过度扩张对实体经济部门的创新活动的阻碍作用，从而表明中国情景下房地产的过度扩张可能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带来负面效应。

表10-6 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中国各省份工业部门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两步系统GMM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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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1%、5%、10%（双尾）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t值或z值

（二）对传导机制的再检验结果：基于中介效应模型

以上回归模型能够在有效解决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和创新活动之间的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来初步探究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增长对创新活动造成影响的传导机制。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和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的估计结果，揭示出中国情景下房地产的快速扩张和金融体系的贷款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内在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对中国创新活动造成了抑制效应。然而，以上回归模型未必能够有效识别研究假设2中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会通过金融机构贷款行为的传导机制对地区创新活动施加扭曲性的抑制作用，即揭示图10-2中所展示的房地产投资增长→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地区创新活动的传导机制。为了能够有效地识别该传导机制，本章借鉴Baron和Kenny（1986）以及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中介效应模型，构建以下模型来检验房地产投资增长→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地区创新活动的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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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对式（10.5）进行回归，检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是否显著为负。如果该变量的回归系数β1显著为负，这就意味着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会对地区创新活动造成抑制效应。接着进行下一个步骤的回归。第二步对式（10.6）进行回归，检验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对我们认定的中介变量（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的影响是否显著为正。如果该变量的回归系数α1显著为正，那么这就说明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会对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造成影响。第三步对式（10.7）进行回归，如果λ1和λ2这两个系数都显著为负，而且系数λ1与系数β1的数值相比有所下降，那么这就说明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如果系数λ1不显著，但系数λ2显著，那么这就说明中国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扮演了完全中介的作用。

表10-7展示了我们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框架，来研究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扩张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这个中介传导机制，对各省份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各省份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且我们可以发现，在模型3中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要低于模型1中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这就验证了中国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存在部分中介效应，从而说明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扩张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这个中介传导机制，对各省份R&D内部支出增长率造成进一步的抑制效应。而模型4~模型6的回归结果同样呈现了以上分析逻辑，验证了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扩张可以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这个中介传导机制，对各省份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造成进一步的抑制效应。


表10-7 房地产投资增长率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对各省份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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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1%、5%、10%双尾#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t值或z值

表10-8展示了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扩张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这个中介传导机制，对各省份工业部门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模型1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模型2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模型3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各省份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的回归系数也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样可以发现，在模型3中各省份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要低于模型1中相同变量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这同样验证了中国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的作用，从而表明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扩张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对各省份工业部门R&D内部支出增长率造成了进一步的抑制效应。仍然可以发现，模型4~模型6的回归结果同样验证了以上结论，即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扩张可以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这个中介传导机制对各省份工业部门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也造成抑制效应。以上结果为本章的研究假设2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撑证据。

以上依次检验的方法究竟能否有效检验出相应的中介效应，既有文献对此存在诸多争论。按照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解释，依次检验的方法仍然是一个有效的检验方法，因为依次检验的方法的检验力在各种方法中是相对最低的（Fritz等，2007；Hayes，2009）。也就是说，如果利用依次检验的方法能够得到显著的回归结果，那么该检验方法得到的回归结果就是最有效的。


七、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中国特定的人口结构、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体制、流动性泛滥导致的房地产投机需求，以及以特定的垄断性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体系等多重制约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出现了规模快速膨胀以及房地产泡沫的重要现象。这自然令人想到：中国如此规模庞大的房地产投资需求以及高速的投资增长，是否会对中国创新活动特别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创新活动形成显著的阻碍作用？中国存在典型的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在以垄断性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抑制体系下，这会令人进一步联想：对偏向于满足房地产行业巨大且快速增长的长期投资需求的金融体系而言，其偏向性的贷款期限结构是否会强化房地产对中国创新活动的抑制效应？为了回答这些重大的现实问题，本章利用中国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使用各省份人均建设用地出让面积作为房地产投资增长率的工具变量，得到的有意义的发现是：第一，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对创新活动形成了显著的阻碍作用。这具体表现为，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越快的省份中，表现出越低的R&D内部支出增长率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而且，这种阻碍作用在中国的工业部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表明房地产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形成了更为显著的阻碍作用。第二，中国情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快速增长通过金融体系扭曲性的贷款期限结构对创新活动造成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具体表现为，在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越快、金融体系越显示出长期化贷款期限结构的省份中，表现出越低的R&D内部支出增长率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增长率。并且，这种抑制效应同样在中国的工业部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表明房地产投资增长通过金融体系的贷款行为对中国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造成了更为显著的抑制效应。而中介效应模型也验证了中国情景下存在房地产投资增长→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地区创新活动的传导机制。

表10-8 房地产投资增长率通过金融体系贷款期限结构对各省份工业部门创新活动影响的检验结果


（中介效应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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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代表1%、5%、10%双尾#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的数值为经过异方差调整的t值或z值

这些经验发现对我国如何维持当前房地产的健康发展，以及如何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政策含义。我们要高度重视房地产投资的过快膨胀及局部区域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以及其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部门的创新能力提升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事实上，依据本章的发现，要切实落实中央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就必须合理定位中国房地产的健康稳步发展需求，通过控制房地产投资的过快膨胀态势，消除局部区域的房地产泡沫，纠正房地产部门的不合理发展所带来的资源错配效应，缓解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对实体经济部门创新研发投入的挤占效应，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创新能力的提升营造合理的外部市场环境，从而塑造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激励条件。同时，我们要高度关注当前以垄断性银行机构为主的金融抑制体系与房地产部门形成的“天然”利益集团对中国创新能力提升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创新能力提升所造成的显著抑制效应。因此，要真正塑造正确激励中国创新能力的外部制度环境，实质上是一个必须考虑多个环境因素共同推进改革的系统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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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再平衡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与传导机制

对外贸易的基本作用是弥补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数量差异与结构差异，以在结构动态调整过程中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与增长。近年来我国所出现的国内经济再平衡过程，在供给结构上表现为以服务为主的非贸易品占比的上升，在需求结构上表现为消费占比的上升。这不仅改变了我国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简称供求）之间的结构性对比状况，也改变了供求之间的数量差异。由此对外贸易的作用也必然会发生深刻变化。

非贸易品供给的相对增加，缩小了国内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结构差异。不仅如此，这一变化还使得国内对非贸易品的潜在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为国内总需求结构调整和总量扩张创造了供给条件，由此导致国内总需求缺口不断缩小，宏观经济动态平衡对贸易顺差的依赖性不断降低。在此背景下，对外贸易的主要作用不再是简单地从数量层面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要求我们在思考再平衡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的作用时，应该摆脱只关注净出口的数量效应的传统思维，转而更多地思考对外贸易的结构性效应。

基于上述考虑，首先，本章将分析我国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贸易顺差的必然要求。其次，本章将分析由外部市场条件引发的我国国内经济再平衡，并由此探讨我国对贸易顺差的依赖性下降的结构性原因。再次，通过考虑我国进口与出口的最终用途结构的变化，本章将分析在外贸依存度不断下降的过程中我国对外贸易作用的变化。最后，通过分析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变化，本章将分析出口对我国国内经济活动的直接和间接传导效应，特别是制成品出口对我国非制造业行业的拉动效应。


一、国内供求结构差异对贸易顺差的必然要求

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与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相伴随的。1991—1997年和2002—2007年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两个主要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了4.5个百分点；在后一个时期，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提高了2个百分点。与此对应，这两个阶段的年均GDP增长率分别是11.5%和11.2%，明显高于其他时期。以工业化进程推动整体经济增长，这不仅是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腾飞经验的启示，更是我国在考虑了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与突破手段之后的必然选择。首先，从我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出发，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了廉价的劳动供给来源，而工业部门的扩张也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岗位。其次，工业制成品具有较长的产业链条，对上游和下游产业具有显著的拉动效应，进而对整体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最后，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和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为我国工业化进程突破国内技术约束和资本约束提供了条件。

经济增长直接意味着总供给的增加。任何一种经济增长模式，其可持续性依赖于在供给扩张的同时是否能够解决供求平衡问题，也就是在供给增长之后能否顺利解决其市场实现问题。考虑到我国在非均衡增长模式下投资和生产扩张偏向于以制造业为主的贸易品部门，总供给的产品属性与消费层面不断增长的非贸易品需求不完全匹配。一些研究把第一产业和工业归为贸易品部门，将建筑业和第三产业归为非贸易品部门，由此估算出总供给中的非贸易品贸易品比率。
[1]

 在居民消费结构中，把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及用品归为贸易品，把居住、交通和通信、文教娱乐、医疗保健以及其他归为非贸易品，这样就可以估算出居民消费支出中的非贸易品贸易品比率。对于投资支出的结构，由于缺乏完整的分类统计数据，所以无法直接估算非贸易品贸易品比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本章将投资支出中非贸易品支出比重初步设定在0.69。
[2]

 由于缺乏政府消费的详细数据，我们假定政府消费具有与居民消费相同的结构特征，以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为权重，计算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的加权和，从而估算出国内总需求结构中的非贸易品贸易品比率。图11-1展示了用上述方法估算出来的我国国内总供给和总需求的结构以及两者之间的差异。从中可以看出，我国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贸易品处于超额供给状态，以服务为主的非贸易品处于超额需求状态。

[image: ]
图11-1 我国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结构差异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经济网（简称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的数据估算而来

在这样的结构对比状况下，如果国内总需求等于国内总供给，那么必然会出现贸易品的供给过剩和非贸易品的供给不足。如图11-2所示，在开放背景下，贸易品的超额供给可以通过出口来解决其市场实现，但是非贸易品的超额需求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考虑到不同类别消费品在消费过程中的互补性，消费的非贸易品贸易品结构存在一定程度的刚性约束。
[3]

 在非贸易品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情况下，贸易品消费需求必然也会受到抑制。也就是说，在非贸易品供给不足、非贸易品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包括贸易品和非贸易品在内的总消费需求将会萎缩。最终的结果是，非贸易品实现国内供求平衡，贸易品消费需求必然也会受到抑制。

[image: ]
图11-2 从国内供求结构差异到总量差异和贸易失衡



这是一种逻辑性考虑，是在给定国内供求结构差异的情况下的必然要求。这种要求能否得到满足还依赖于外部市场条件。制成品是我国最主要的贸易品，其出口的高速增长是维持我国贸易顺差的关键条件之一。在一般逻辑上，出口增长速度受制于两方面因素：一是目标市场总规模的扩张速度，二是在目标市场上所占份额的提升速度。21世纪以来，随着制成品的国际分工不断向我国延伸和扩展，我国逐步成为亚洲生产价值链上的加工、组装和出口中心，与此相伴随的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原有制成品供给国的替代。
[4]

 2000—2013年，我国在全球制成品进口中的份额提高了约12个百分点，如图11-3所示。我国占据了越来越高的国际市场份额，这意味着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其他制成品供给国的替代。正是源于这一替代过程，我国的制成品出口增长速度才能远高于目标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张速度。

[image: ]
图11-3 我国在全球制成品进口中的份额及变化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1]
 Basu和Fernald（2006）用服务业中的批发和零售、电、气和水供应，以及交通、仓储和通信的加权平均来衡量非贸易品的产出规模。Bems（2008）用行业贸易总额占行业总产出的比重来衡量行业的可贸易性，并根据可贸易性程度将建筑、批发零售、房地产服务、计算机系统设计和相关服务归为非贸易品，将制造、软件和其他商业服务归为贸易品。因为Bems（2008）的研究主要针对投资行为，考虑的主要是生产型服务业，所以没有包含娱乐、卫生保健和社会救助等生活型服务业。根据可贸易性指标，生活型服务业基本都属于非贸易品行业。


[2]
 根据Bems（2008）的研究，非贸易品支出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大概为0.6。在Basu和Fernald（2006）、Cavo等（2008）的研究中，非贸易品支出在总投资中的比重大概为0.25，非贸易品中没有包含建筑业产出，这应该是导致总投资中非贸易品比重较低的原因。DeLong和Summers（1991）、Burstein等（2004）都认为总投资中非贸易品支出的比重较高。这些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Bems的观点。根据联合国的研究，各国总投资中非贸易品支出比重为0.48~0.69。


[3]
 消费结构变化存在刚性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是习惯形成导致消费行为和消费结构的调整过程非常缓慢；另一个是在个体维持生存所需要的衣、食、住、行中，有形产品的消费具有刚性约束，不能太低。


[4]
 在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过程中，市场布局的调整滞后于全球生产价值链布局的调整。制造业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加工和组装环节不断被转移到我国，使得我国逐步成为全球加工和组装中心。在这一过程中，外部的制成品市场依然存在，特别是欧美市场对制成品的需求并没有随着相关产业的外移而消失。在此背景下，我国作为全球制成品生产价值链上的最终加工和组装环节，自然就成为对欧美市场的出口平台。根据WTO（2011）的研究，亚洲地区的生产价值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欧美需求驱动的。


二、国内经济再平衡与贸易失衡规模的下降

全球经济危机驱动全球失衡进入实质性调整过程。全球失衡规模在2006年达到了一个历史顶峰，随后不断下降。与2006年的峰值相比，全球经济危机以后的全球贸易失衡规模明显下降。2006—2013年，全球贸易失衡规模占世界GDP的比重从5.4%降至4.1%，如图11-4所示。

在全球贸易收支的动态调整中，服务贸易与产品贸易具有明显不同的变化趋势。产品贸易的失衡规模在经济危机时期大幅下降，在经济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进程中重新恢复增长。而服务贸易收支失衡规模在经济危机期间和经济危机以后都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此外，在经济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进程中，产品贸易失衡规模的增幅明显低于经济危机以前，而服务贸易失衡规模的增幅明显高于危机以前。这意味着服务贸易收支状况及其变化对总贸易收支状况的影响显著提升。在贸易失衡的动态调整中，服务贸易收支的逆向调整作用不断增强。也就是说，在产品贸易中处于大规模逆差状态的经济体的服务贸易顺差迅速增大，在产品贸易中处于大规模顺差状态的经济体的服务贸易逆差迅速增大。

[image: ]
图11-4 全球贸易失衡规模的调整



资料来源：2015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与此同时，伴随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其他产品和服务主要供给者的替代过程的逐步完成，我国产品和服务出口在全球主要地区进口中的占比增幅有所下降，如图11-5所示。虽然欧美和东亚市场的绝对规模很大，但是在我国所占市场份额不再提高的情况下，我国的产品和服务出口增速将严格受制于市场整体规模的扩张速度。而对于欧美和东亚这样的大市场，整体市场规模的扩张速度是有限的。在此背景下，我国对欧美和东亚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大幅下降。在不断开拓新市场的过程中，我国对东南亚、南亚、南美和中美等新兴市场的产品和服务出口依然有很大的增长潜力。但是，这些市场贡献的增长动力在目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并不能完全弥补北美、欧盟和东亚市场增长动力的下降。这意味着我国产品和服务出口已经不可能恢复到过去的高速增长态势。

外部市场条件的改变推动了我国的国内经济再平衡过程。国内的再平衡过程在供给结构上表现为国内工业部门的相对萎缩和服务业的相对膨胀。2011—2014年，在我国的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下降了5.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提高了6.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的下降全部来自工业占GDP的比重的变化，后者在同期下降了5.7个百分点。外部再平衡冲击下的国内供给结构调整，在另一个角度上必然表现为国内需求结构的再平衡。2011—2014年，我国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了1.2个百分点，其中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提高了1.2个百分点。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下降了1.5个百分点。在对GDP增长的贡献上，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超过了资本形成的贡献，成为推动GDP增长最重要的需求力量，如图11-6所示。

[image: ]
图11-5 全球主要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贸易余额



注：EU指欧盟

资料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image: ]
图11-6 我国国内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上述供给层面的调整直接意味着我国非贸易品供给的相对增加，以及总供给中非贸易品贸易品比率的提高。不仅如此，这种调整还有助于缓解消费需求增长的供给约束，能够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和总需求的增长。伴随供给结构中非贸易品贸易品壁垒的提高以及国内总需求的扩张，供给过剩状况得到缓解，贸易顺差规模下降。调整过程如图11-7所示。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总供给扩张对贸易顺差的依赖性显著降低。不断增加的非贸易品供给依赖于国内消费的增长就可以解决市场实现问题。在前文的分析中，我国的消费需求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国内非贸易品供给不足的制约。也就是说，潜在的、有收入支持的消费需求，只是因为缺乏供给而无法变成现实需求。因此，在非贸易品供给增加后，消费需求能够自发增长，而不需要专门的政策刺激。近年来，我国网络购物、海外代购以及海外旅游的迅猛发展，并没有得益于某种特殊的政策刺激，只是因为在放松相关限制后国内外的供给增加了，这就是非常有力的证据。随着结构调整过程的展开，宏观经济运行过程对贸易顺差的依赖性不断降低。

[image: ]
图11-7 非贸L易B品供给增长L→B总需求扩张→贸易顺差减少




三、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我国对外贸易作用的变化

在经济再平衡过程中，我国国内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结构差异程度不断缩小，由此导致我国整体经济的对外净依赖性下降。这表现为2006—2014年我国贸易余额占GDP的比重的显著降低。如图11-8所示，无论是实际数据还是基于理论逻辑的模拟值，我国贸易余额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以后都明显下降，而且出口和进口分别占GDP的比重都明显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国内增值过程在投入和产出两个方向上的对外依赖性都显著下降。进一步考察国内总投入和总产出的贸易依存度，可以看出同样的趋势。核算国内总投入和总产出的贸易依存度需要利用投入产出数据。我们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提供的1995—2011年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计算我国总投入和总产出的贸易依存度，结果如图11-9所示。从图11-9中可以看出与前文中类似的趋势，我国总投入和总产出的贸易依存度在2006年以后都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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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8 我国贸易余额、出口和进口分别占GDP的比重

[image: ]


图11-8 我国贸易余额、出口和进口分别占GDP的比重（续）

注：实际值指我国实际出现的贸易余额占GDP的比重。模拟值是基于本章第二部分的理论逻辑，并利用所核算的供求结构性参数推算出来的贸易余额占GDP的比重。我们在计算模拟值1时，将总投资中非贸易品支出的占比设定为0.69；在计算模拟值2时，将总投资中非贸易品支出的占比设定为0.59，这是根据我国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出来的平均值。其他基础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具体计算方法参见：于春海。结构性失衡、贸易赤字与次贷危机的根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1）

[image: ]
图11-9 我国总投入和总产出的贸易依存度



注：这里核算的不是GDP的贸易依存度，而是国内总投入和总产出的贸易依存度。总投入的贸易依存度指进口占国内总生产投入和总消费投入的比重，总产出的贸易依存度指出口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图中数据是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计算而来

在贸易依存度不断下降的过程中，我国对贸易的依赖方式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为了考察这一点，我国分析进口和出口的最终用途结构，并分别探讨国内总投入对进口的依赖方式和国内总产出对出口的依赖方式。在国内总投入需求方面，可以分为投资需求、中间投入需求和消费需求，如图11-10所示。投资与中间投入属于生产投入，消费属于生活投入。我国生产投入对进口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依赖性明显下降；生活投入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性相对较为稳定，在2009年以后还出现了上升的趋势。我们进一步根据最终用途考察进口结构，把货物分为中间产品、资本品和消费品
[1]

 ，把服务分为中间服务和非中间服务
[2]

 。在我国货物进口中，用于生产投入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占比开始降低，用于生活投入的消费品占比开始上升。这意味着，在我国国内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我国的进口结构已经开始向消费型进口调整。特别是在服务进口方面，随着生活型服务的国际贸易壁垒的显著降低，我国包括旅游、教育和高端医疗等在内的生活型服务进口大幅增加。

[image: ]



图11-10 我国的进口结构与国内需求对进口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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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0 我国的进口结构与国内需求对进口的依赖性（续）

注：国内不同类型需求对进口的依赖性分别指中间产品进口占国内生产中间投入的比重、消费品进口占国内消费的比重、资本品进口占国内投资的比重

资料来源：在计算进口结构时，货物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Comtrade）数据库，服务贸易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简称国家外汇局）。在计算国内需求对进口的依赖性时，使用的是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在总产出的市场实现方面，对外需的依赖可以分为对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和中间投入需求的依赖。如图11-11所示，在我国总产出对外需整体依赖性下降的过程中，我国总产出对国外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依赖性在2006—2009年不断下降，2009年以后相对稳定。我国总产出对国外中间投入需求的依赖性在2006—2009年也是明显下降的，但是在2009年以后不断上升。由于缺少2011年以后的投入产出数据，为此，我们进一步利用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数据考察我国按照最终用途划分的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在我国货物出口结构中，资本品和消费品占货物总出口的比重在2009年以后较为稳定；而中间产品占货物总出口的比重小幅上升。在服务出口方面，中间服务出口占总服务出口的比重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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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1 我国的出口结构与总产出对国外不同类型需求的依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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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1 我国的出口结构与总产出对国外不同类型需求的依赖性（续）

注：对国外不同类型需求的依赖性分别指中间产品、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占国内总产出的比重。这里所说的中间产品、消费品和资本品是在投入产出统计口径下的划分，也就是根据实际用途的划分，而不是根据产品属性的划分

资料来源：在计算总产出对国外不同类型需求的依赖性时，本章使用的是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核算出口结构的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和国家外汇局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随着国内经济再平衡过程的展开，一方面，我国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差异明显缩小，从而导致我国对贸易余额和贸易总额的依赖性下降。另一方面，对进口的依赖性更加倾向于满足国内的生活投入需求，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更加倾向于国外的生产投入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特征。资本品和零部件等高端制成品在工业中的占比上升导致我国对此类产品的进口需求下降，对此类产品的出口供给增加。我们尤其需要关注服务进口结构和服务出口结构的变动趋势。我国在生产型服务方面的进口相对减少，出口相对增加；在生活型服务方面的进口相对增加，出口相对减少。其原因在于，不同类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模式
[3]

 存在差异。相比较而言，生产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更加倚重境外分支机构销售的模式，生活型服务的跨境供给更加倚重直接的跨境服务贸易。因此，对境外生产型服务需求的增加会带来服务业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增长，这对国内供给结构调整和服务业扩张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服务贸易成本显著下降的背景下，对境外消费型服务需求的增加带来的主要是服务进口的增长。




[1]
 在货物贸易方面，我们把联合国经济大目录（BEC）下的41归入资本品，把111、121、21、22、31、322、42和53归入中间产品，把112、122、522、61、62和63归入消费品。在联合国经济大目录下的19个类别中，321、51和7等3个类别没有进入上升分类。这种分类不同于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计算增加值贸易时所用的计算口径。OECD 和WTO在核算增加值贸易指标时，中间产品包括111、121、21、22、42和53。


[2]
 借鉴OECD和WTO的做法，中间服务包括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版权与许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


[3]
 服务跨境供给模式（USITC，2013）主要有：以有形产品为载体，通过有形产品的出口实现服务业的间接出口；直接的跨境服务贸易；海外分支机构的服务销售。


四、我国全球生产价值链参与的变化

无论是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还是对外贸易作用的变化，都依附于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及其变化。2001年以后，我国迅速融入全球生产价值链，并逐步成为这一链条上最重要的加工和组装中心。基于这样的地位，我国大量进口中间投入，在国内完成加工和组装环节的增值活动后，向国际市场出口最终产品。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主要加工和组装中心的地位，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贸易模式，带动了我国贸易规模和国内生产规模的迅速膨胀。一般观点认为，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加工和组装中心的地位，在2005年左右已经完全形成，在这个环节上进一步扩张的空间越来越小。自此以后，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位置开始出现变化和调整。为了考察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位置及其变化，需要对我国海关统计口径下的总贸易数据进行增加值分解，考察总出口中的增加值出口、增加值回流和外国增加值等指标。
[1]



首先是总出口中的增加值出口指标及其变化。增加值出口指本国创造并最终被国外吸收的增加值。增加值出口是本国GDP的直接组成部分之一。这一指标直接反映了本国国内增值活动对国外的依赖性，而且这种依赖性主要表现为对国外最终需求的依赖，或者说是生产过程最后的市场实现环节对国外的依赖性。从图11-12中可以看出，2006年以后，我国增加值出口占GDP的比重明显降低，这意味着我国国内生产增值活动对国外最终需求的依赖程度下降。与此同时，我国总出口中的增加值出口占比在2005—2009年不断提高，如图11-13所示。这意味着出口对国内生产增值活动的拉动作用不断增强。在我国增加值出口的构成中，通过中间产品实现的增加值出口比重不断上升，其中包括直接增加值出口①和间接增加值出口②。这意味着，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位置开始向上游的中间产品生产环节移动，越来越多地生产零部件等中间产品，对最终产品加工和组装环节的依赖性开始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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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2 我国增加值出口占GDP的比重



注：我们利用KWW增加值贸易分解方法和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对我国的总出口进行增加值分解。我们对下文中有关增加值贸易的数据都是进行如此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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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3 我国增加值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



其次是总出口中的增加值回流指标及其变化。回流本国的增加值是指，国内创造的增加值先以某种中间产品为载体被出口到其他国家，在其他国家被进一步加工成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然后被重新运回本国，并用于满足本国的最终需求。这是本国创造的增加值，因此属于本国GDP的范畴；但是最终回流本国，因此不属于本国的增加值出口。这一指标反映了国内生产和国内最终需求在联系过程中存在对外依赖性。也就是说，国内存在最终需求，但是国内提供最终产品的能力是不完全的，不能独自完成最终产品的全部生产环节。同时，这也反映了一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位置。在国际经验中，发达经济体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上游，增加值回流相对较高；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下游，增加值回流相对较低。我国增加值回流占总增加值的比重如图11-14所示。

我国出口的中间产品有一部分被其他国家加工成最终产品或其他中间产品，然后被重新运回我国，并被我国的最终需求所吸纳。与此对应，初始中间产品出口中包含的我国增加值，有一部分在出口后重新回流我国。这就是我国的增加值回流。从图11-15中可以看出，我国总出口中的增加值回流比重很低。2011年，增加值回流占总出口的比重只有1.8%，这远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水平。对中美双边电子和光学设备贸易分解后，中国对美国出口中的增加值回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2011年只有0.7%。美国对中国出口中的增加值回流在2011年达到7.0%。这反映出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依然处于较下游的环节（Wang等，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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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4 我国增加值回流占总增加值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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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5 我国增加值回流占总出口的比重

但是从动态变化趋势来看，自2000年以来，无论是以国内总增加值还是以总出口为基数，我国增加值回流的比重都有了非常明显的提高。作为衡量一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位置的重要指标，增加值回流比重的提高意味着我国已经逐步向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上游环节移动，越来越多地为其他国家提供生产投入。而且，回流的增加值最终被我国国内最终需求吸收，所以，增加值回流的提高也意味着我国作为最终需求市场的地位在不断上升。因此，从这一指标的动态变化中可以看出我国不断向全球生产价值链两头移动的趋势：一方面提供上游的生产投入，另一方面提供最终需求市场。这种变化预示着我国对全球生产价值链的控制力在不断增强。

最后是总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总出口中包含的外国增加值衡量的是来自国外的增加值，被用于生产本国的出口产品，最终流向国外。这一指标既不属于本国的增加值出口，也不属于本国GDP，但对于本国的国内增值活动和出口是不可或缺的。出口本身就意味着对国外市场的依赖性，而总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反映的是国内生产过程对外国中间投入的依赖性。所以，这一指标反映了在生产投入和市场实现环节的对外双重依赖性。从图11-16所示的我国总出口中的增加值来看，外国增加值占比从2005年以来显著下降。2005—2011年下降了将近4个百分点。这反映出我国生产过程从生产投入到最终需求两个方面对国外的双重依赖性显著降低。这与前述增加值回流指标的变化趋势形成了相互印证。

结合总出口中的增加值出口指标、增加值回流指标和外国增加值指标的动态变化趋势，我们可以认为，我国虽然还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在生产投入和最终需求两个方面对国外具有很高的依赖性，但是近年来的动态变化已经显示出较为积极的变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开始不断向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上游环节移动，提供中间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我国为全球生产价值链提供最终需求市场特别是消费需求市场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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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6 我国总出口中的增加值来源






[1]
 关于总贸易与增加值贸易的区别以及对总贸易进行增加值分解的方法，参见（Athukorala等，2006；Timmer等，2012；Koopman等，2012；Wang等，2013；UNCTAD，2013；Koopman等，2014）。


五、出口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和间接拉动效应

考虑到产业内部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出口会通过两个渠道拉动国内经济活动。假定一个由初级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组成的经济对外出口1单位制成品。为此需要先生产出1单位制成品，这是对出口带来的直接需求或直接拉动效应。进一步，为了生产1单位用于出口的制成品，还要消耗各种中间投入，包括初级产品、制成品和服务等，这就对初级产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第一轮间接需求。为了生产用于中间投入的初级产品、制成品和服务，依然需要投入初级产品、制成品和服务，这样就对相关产业形成第二轮间接需求。如此不断循环下去。所有因生产投入而产生的间接需求，就是最初的制成品出口带来的对国内经济的间接拉动效应。

基于海关统计得出的总出口数据只能测度最终需求，不能反映通过生产投入需求产生的间接需求。由此计算出来的出口依存度，我们称之为直接出口依存度。这一指标只能反映出口的直接拉动作用，从而低估出口对国内生产活动的影响。为了全面刻画出口最终需求和生产投入需求对于国内生产活动的全部影响，需要利用上一部分核算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来计算完全需求系数
[1]

 ，以及包括最终需求和全部生产投入需求在内的完全出口需求
[2]

 ，并由此计算完全出口依存度。

从图11-17中可以看出，我国总体完全出口依存度是总体直接出口依存度的两倍以上。这意味着，基于海关统计得出的总出口数据系统性地低估了出口对于我国国内生产活动的拉动作用。甚至可以说，出口的间接拉动作用更加重要。基于总体直接出口依存度，出口变化只能影响我国国内生产活动的10%左右。但是基于总体完全出口依存度，出口变化能够影响我国国内生产活动的25%左右。这种联系放大了出口变化对我国国内生产活动的影响。

在不同产业的对比中，制造业对直接出口的依赖性相对较高，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和服务业等对间接出口的依赖性更高。建筑业和服务业的完全出口依存度是该类行业直接出口依存度的3倍以上，农、林、牧、渔和采掘业在某些年份甚至达到了14倍。对于建筑业和服务业来说，由于国际贸易成本较高，所以更加依赖于以制成品为载体，通过制成品的出口实现间接出口。对于农、林、牧、渔和采掘业，在我国过去的工业化模式下，其产出更多地被用作国内制造业的生产投入，并通过制成品的出口实现间接出口。因此，虽然我国非制造业行业对出口的直接依赖性较低，但是外需变化会通过影响制造业的生产投入需求，对我国非制造业行业产生非常大的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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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7 我国直接出口依存度与完全出口依存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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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7 我国直接出口依存度与完全出口依存度的比较（续）



注：直接出口指现有贸易统计下的出口，是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中间产品出口、投资品出口和消费品出口数据的直接加总。完全出口指由直接出口引发的对国内产品的完全需求，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数据和KWW 增加值贸易分解方法计算而来

完全出口依存度衡量的是一国总生产活动在市场实现环节对国外的完全依赖性，或者说是出口对一国国内生产活动的完全拉动作用。要准确刻画出口对一国国内生产增值活动的影响，还必须在增加值意义上核算出口依存度。首先，需要在总产出的基础上扣除中间投入，核算出一国在给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其次，在产品生产的国际分工背景下，一国的出口产品中包含来自外国的中间投入，因此出口产品中包含的增加值并不完全归属出口国。而且有些产品在出口后经过国外的再加工，会重新流出初始出口国，因此，一国出口产品中包含的本国增加值并没有全部留在国外。为了在增加值意义上刻画我国国内经济活动对出口的依赖性，我们需要从总出口中剔除外国增加值和重新回流本国的国内增加值。我们利用对我国出口进行增加值分解的结果，可以得到我国的增加值出口
[3]

 指标，在此基础上算出增加值出口占总增加值的比重。

对比图11-18中的总体直接出口依存度和总体增加值出口依存度，可以看出，我国的总体增加值出口依存度是总体直接出口依存度的两倍以上。总体直接出口依存度反映的是国内总生产活动及其对出口的依赖性。根据增加值分解，总出口包括增加值出口、回流的国内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因此，总体增加值出口依存度衡量的是本国总体增加值对国外最终需求的依赖性。由此可以认为，我国国内生产总体增值活动、就业创造和收入创造等对国外最终需求的依赖性远高于总体直接出口依存度。在不同产业的对比中，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和服务业的直接出口依存度和增加值出口依存度都低于制造业，但是增加值出口依存度与直接出口依存度的比值更高。建筑业和服务业的这一倍数在3倍以上，农、林、牧、渔和采掘业的这一倍数超过了10倍。由此可以看出，出口对我国的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直接拉动作用较小，但是间接拉动作用很强。这种间接拉动作用主要是通过制造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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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8 我国直接出口依存度与增加值出口依存度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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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8 我国直接出口依存度与增加值出口依4存度18的0对比（续）

在此基础上，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制造业32出口对46我国非制造业的拉动效应。制成品是我国最主要的出口产品1类别，20而且制造业本97身98的9直9接00出0口1依02存0度3也04是最05高06的。07这0可8以09很1直00观11地反映出口对于我国制造业的重要性。考虑到经济体系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制成品出口还会对非制造业产生拉动效应。不同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包括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从后向联系来看，一个部门的产出中既有本部门创造的价值，也有其他部门创造的价值。从前向联系来看，一个部门的产出既可以直接满足最终需求，也可以通过其他部门的产出间接满足最终需求。因此，在核算部门增加值出口指标时，首先需要将部门总出口中包含的来自国内其他部门和国外所有部门的增加值扣除，其次还要将通过国内其他部门实现的间接增加值出口计算进来（Johnson和Noguera，2012；Timmer等，2013；Wang等，2013）。

由于部门总出口中没有包含间接增加值出口，因此，如果间接增加值出口较多，部门增加值出口就可能超过部门总出口。由于部门总出口中包含来自本部门以外的增加值，因此，如果来自本部门以外的增加值较多，部门增加值出口就会小于部门总出口。在我国不同部门的对比中，制造业增加值出口小于本行业总出口，制造业增加值出口占本行业总出口的比重从2006年以来维持在46%左右。2006年以来，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明显大于本行业总出口；建筑业和服务业增加值出口是本行业总出口的1.5倍以上；农、林、牧、渔和采掘业增加值是本行业总出口的5倍以上，如图11-19所示。

对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因其产出普遍被其他部门用作生产投入，所以，普遍存在通过国内其他部门总出口实现服务业增加值间接出口的情况。而且服务业的贸易成本相对较高，服务业总出口规模相对较低。因此，在服务业中普遍存在增加值出口超过本行业总出口的情况。农、林、牧、渔和采掘业受制于我国国内的资源禀赋约束，加之国内重化工业旺盛的投入需求，我国在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上的直接出口规模较小。农、林、牧、渔和采掘业的增加值主要是通过制成品实现间接出口。因此，在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中也普遍存在增加值出口大于本行业总出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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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9 我国不同产业增加值出口占本行业总出口的比重

[image: ]


图11-19 我国不同产业增加值出口占本行业总出口的比重（续）

在动态变化趋势上，自2004年以来，制造业增加值出口占本行业总出口的比重较稳定，而其他产业增加值出口占本行业总出口的比重则迅速提高。这意味着初级产业和服务业等通过制造业实现了更多的间接增加值出口。从图11-20所示的制造业中间投入的国别来源和产业来源可以看出，2004年以来，在我国制造业中间投入的国别来源中，国内中间投入上升趋势明显。这推动了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出口占本行业总出口比重稳中有升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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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0 中间投入国别来源和产业来源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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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0 中间投入国别来源和产业来源的差异（续）

受制于产品属性、用途和贸易成本的差异，以及国内供求约束，不同产业对直接出口和间接出口
[4]

 的相对依赖性存在显著差异。制造业相对更依赖于直接出口，而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和服务业则更加依赖于间接出口。从图11-21中可以看出，我国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和服务业对间接出口的依赖性明显高于制造业，这些产业的增加值出口比率也明显高于制造业。2004年以后，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和服务业的间接出口比率迅速提高，并且与制造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同期，这些产业增加值出口比率也迅速上升，并且与制造业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image: ]
图11-21 我国不同产业的间接出口比率与增加值出口比率



在我们把整体经济分为农、林、牧、渔和采掘业，制造业，以及建筑业和服务业以后，农、林、牧、渔和采掘业，以及建筑业和服务业的间接出口应该主要是通过制成品出口实现的。这意味着，制成品出口增长通过影响制成品生产过程的投入需求，对我国的初级产品和服务业的增值活动产生了强烈的拉动作用。当然，国内不同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同样会放大外需的负面冲击的影响，制成品出口的下降会对我国初级产业和服务业的增值活动产生强烈的负面影响。




[1]
 完全需求系数不仅包括对最终产品自身的需求，还包括对中间产品的需求。


[2]
 为了支持总出口所需要的国内总产出。


[3]
 增加值出口指本国创造并且最终被外国吸收的价值，属于本国的GDP，可参考Koopman（2014）。


[4]
 首先作为中间投入进入国内生产过程，然后以最终产品为载体被出口到国外。


六、结论

在国内供给结构偏向于贸易品，而需求结构偏向于非贸易品的情况下，我国宏观经济在实现动态平衡和增长的过程中对贸易顺差具有必然的要求。国际分工体系调整及其带来的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对其他国家的替代效应，为我国实现制成品出口扩张和贸易顺差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全球失衡的实质性调整以及国际市场上的替代效应的逐步消失，推动了我国国内经济的再平衡过程。一方面，这使得我国国内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差异明显缩小，由此导致我国对贸易余额和贸易总额的依赖性下降。另一方面，我国对进口的依赖性更加倾向于满足国内的生活投入需求，对外部需求的依赖性更加倾向于国外的生产投入需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主要表现为资本品和零部件等高端制成品在工业中的占比上升，以及生产型服务业主导的服务业扩张，这种结构变化与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并不完全匹配。

我国虽然还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下游环节，在生产投入和最终需求两个方面对国外具有很高的依赖性，但是在近年来的动态变化中已经显示出较为积极的变化趋势。一方面，我国开始不断向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上游环节移动，提供中间产品的能力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为全球生产价值链提供最终需求市场的能力也不断增强。这意味着我国对全球价值链的控制能力开始上升。

考虑到产业内部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出口会通过两个渠道拉动国内经济活动。现有总出口数据系统性地低估了出口对我国国内生产活动的拉动作用。基于直接出口依存度，出口变化只能影响我国国内总产出的10%左右。但是基于完全出口依存度，出口变化能够影响我国国内总产出的25%左右。在不同产业的对比中，出口对我国初级产业和服务业的直接拉动作用较小，但是间接拉动作用较强。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制成品出口增长通过影响制成品生产过程的投入需求，对我国初级产品和服务业的增值活动产生强烈的拉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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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贸易壁垒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一、引言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几十年来，坚持改革开放、遵循比较优势、合理配置资源，使中国从以前的封闭状态发展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对外贸易使中国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近年来展现出非常鲜明的两个特征：中国企业参与（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深入；同时遭遇了来自贸易伙伴越发严厉的贸易壁垒。

一方面，在中国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要素全球配置催生了新型生产与贸易模式，也使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提高，成为世界经济体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根据OECD等（2013）的统计，中国的全球价值链（GVC）参与指数
[1]

 在1995年为25%，而2009年攀升至46%。这意味着对外贸易使中国深深地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同贸易伙伴之间密不可分、相互依存。

另一方面，在对外贸易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中国商品也在世界范围内遭遇了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如表12-1所示。从1995年WTO成立至2011年，针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案件占世界全部案件的比重已超过五分之一。不仅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反倾销对中国产品高筑贸易壁垒，而且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频繁地通过反倾销措施限制中国产品进口，相当大比重的对华反倾销案件最终导致了反倾销税的征收。在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国外发起的反倾销诉讼虽然未对贸易发展构成根本性破坏，但其对特定行业或特定产品的出口会造成严重的阻碍（王孝松等，2015）。

表12-1 中国遭受反倾销和参与全球价值链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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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反倾销状况根据世界银行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TTBD）计算而得；中国制造业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根据WIOD数据库计算而得

全球价值链对评判一国竞争力方面的影响已经得到广泛关注。WTO总干事拉米指出，相对于贸易总量，增加值贸易是衡量世界贸易的更好方法，能更真实地反映全球贸易运行。Koopman等（2012）、Antràs（2013）的研究则进一步指出，一国出口增加值可被分解为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其中国外增加值反映了一国的垂直专业化水平或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该指标可以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过程中真实的贸易利得，已逐渐成为被广泛应用的国际生产分工的综合性统计指标。

我们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行了初步测算。1995年，中国制造业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为15.96%；2006年达到22.64%的峰值，随后开始下降；2009年降至17.7%的低点，随后反弹；但2011年该值未能恢复到2006年的水平。结合中国产品频繁遭遇反倾销的现实，我们有理由相信，除世界经济形势等影响因素外，中国产品遭遇的贸易壁垒可能会对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产生重要影响。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外增加值率发生的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贸易壁垒引发的。如果中国企业未遭遇反倾销，或遭遇强度较低，那么中国企业将会更为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全球价值链，从而更大限度地分享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带来的收益。

进一步地，以反倾销为主要形式的贸易壁垒是否会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产生显著影响？对于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影响方向是否一致？影响幅度是否有显著差异？可能的影响机制是什么？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提高会产生什么效应？本章将通过经验研究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旨在更好地把握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揭示出新形势下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制约条件，并为中国企业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提供理论依据。




[1]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为两个比例之和：贸易伙伴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中国向其出口的中间产品的比例，以及中国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产品的比例。


二、文献评述

本章旨在以中国遭遇反倾销为例，定量考察贸易壁垒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同本章相关的文献有两类：一是对全球价值链问题的研究，包括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测算、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以及参与全球价值链所产生的效应。二是对贸易政策效应的研究，包括对贸易本身的直接效应和对经济系统中其他方面产生的间接效应。

（一）对全球价值链问题的研究

1.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测算

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在国际分工层面展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产品的生产过程包含了众多工序，并被拆分到不同国家进行，从而形成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分工体系（卢锋，2004）。Grossman等（2008）进一步指出，当代国际贸易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由货物贸易转变为任务贸易。实际上，这种国际分工起源于跨国公司的生产经营战略。在生产工序不断深化的推进下，生产分割开始盛行，商品生产过程被分为不同的环节，这些生产环节被分别部署于世界各地，各个环节可能由一个企业完成，也可能由多个企业共同完成，这被称为全球价值链（Ernst等，1997）。

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延伸和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品种类的不断增加在为参与者创造就业、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导致以传统的贸易流量为标准所统计的贸易数据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重复计算问题（Benedetto，2012），按照传统方法进行贸易统计已造成“所见非所得”（Maurer等，2010）的严重偏误。由此，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对国家间贸易流量的再统计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国际组织关注的重点问题。Hummels等（2001）、Yi（2003）通过计算垂直专业化指数，来测定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揭示一国出口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以及可能获取的贸易利益，并引发了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测算的热潮（Daudin等，2011；Antràs等，2013；Baldwin等，2013）。基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特殊地位和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对中国出口增加值的测算成为学术界最受关注的议题之一（Dean等，2011；Johnson等，2012；Koopman等，2014）。

2.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

影响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因素有很多，既包括国家层面的宏观因素，也包括行业层面的中观因素，还包括企业层面的微观因素。由于全球价值链是一个综合系统，因而一国想要充分参与全球价值链，就需要综合全面地对自身进行整合提升，而不仅限于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吸引投资（Milberg等，2014）。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公共制度有利于提高契约执行效率、保护财产权利、保护投资、维护公平、减少腐败，从而使那些使用多种中间产品（即参与长价值链）的厂商更容易发展壮大，提高整个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Nunn等，2013）。

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主要依赖于特定生产环节的竞争力，归根结底依赖于教育和技术水平，这需要增加对R&D、知识产权保护、软件和数据开发等创新活动的投资（Jiang，2013）。国家创新系统可以促进知识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将个人、企业和制度有机联系起来，这种协调一致的体系不仅促进一国更深地嵌入全球价值链中，而且有利于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Farfan，2005；Gereffi等，2011）。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需要克服贸易成本，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融资成本，而一国的金融发展将会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有利于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Chor等，2012）。类似地，完善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促使企业更深地嵌入全球价值链之中（Barone等，2011）。良好的基础设施显然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硬件保障，运输、能源、信息技术等均会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成本产生影响（Hummels等，2007），而其中物流效率至关重要（Sandee等，2012）。

贸易壁垒是影响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因素。全球价值链的本质是生产活动的跨境分割，因此伴随着频繁的商品跨境运动，贸易壁垒会影响商品流动并提高参与成本，是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障碍。在中间产品频繁跨越国境的模式下，较低的关税水平将会对全球价值链参与产生重要的影响（Baldwin，2006）。Koopman等（2010）计算了所谓的关税放大率，指出在考察价值链全部阶段的情况下，关税的有效保护水平会显著上升（例如2004年中国的有效关税率是名义关税率的2.16倍）。非关税壁垒也会增加商品的跨境成本，从而阻碍全球价值链的正常运行，Hufbauer等（2013）详尽考察了进口国当地含量要求对出口国参与全球价值链所产生的抑制效应。此外，质量和安全标准、环保和社会标准等也会阻碍出口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OECD等，2014）。

3.参与全球价值链所产生的效应

由于附加值在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分布并不均衡，因此导致了从事全球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各国企业之间所获收益的不均衡。Kaplinsky（2000）指出，决定全球价值链中收益分配的因素有三个，包括进入壁垒、治理和系统效率。随着全球价值链的扩展和深化，世界上越来越多的生产和贸易行为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对参与者的直接影响便是促进就业增长和改变收入分配格局（Hijzen等，2007）。Ebenstein等（2014）考察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发展对美国工人工资的影响，发现离岸外包和贸易活动会使工人从高工资职位流向低收入职位，从而平滑行业工资差异。Hummels等（2014）使用企业数据考察了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工资效应，发现外包活动会增加高技能劳动者的收入，且对不同工序的工资影响不同。Jensen等（2013）基于美国数据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反倾销诉讼的关系，认为无论在厂商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随着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入，贸易保护的需求都将会下降。

国内学者在此领域也取得了一些进展。程大中（2014）从多角度评估了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中国增加值贸易隐含的净要素流向扭曲程度，发现资本与劳动力流向扭曲程度总体上趋于下降。樊茂清等（2014）基于全球价值链分解，研究了中国贸易结构演进，发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使中国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上升，并促使知识密集型产业迅猛发展。

（二）对贸易政策效应的研究

1.贸易政策的直接效应

所谓贸易政策对贸易本身的影响，即直接效应，是指一国实施贸易干预政策之后，该国的进出口数量和价格会受到的影响。Anderson（1994）构建了贸易限制指数，用以衡量非关税壁垒对贸易流量的限制作用，Frankel（1997）考察了建立欧洲关税同盟对成员双边贸易量的影响，Handley等（2012）分析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条件下欧洲厂商贸易量的变化情况。

在探究反倾销直接效应的文献中，Staiger等（1994）考察了1980—1985年美国的反倾销措施对相关产品进口和国内产量的影响，估计出征收反倾销税使相关行业的进口额平均降低了17%，使国内产量平均提高了2.3%。Prusa（1997）使用1980—1988年美国反倾销数据考察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发现由于反倾销调查的发起，美国从非指控国的进口额在第一年增长约20%，此后5年增长超过40%。后续研究考察了不同阶段、不同经济体、不同产品反倾销的贸易效应，大多数研究得出了反倾销显著抑制进口的结论（Vandenbussche等，2001；Konings等，2008；Pierce，2009；Bown，2014）。但Bown等（2012）和Reynolds（2013）使用各自的案例证明了反倾销在抑制进口方面未发生明显作用。Cohen-Meidan（2013）以美国水泥行业实施反倾销为例的研究表明，反倾销保护效应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一些地区的水泥价格并未因实施反倾销而发生变化。

2.贸易政策的间接效应

所谓对经济系统中其他方面的影响，即间接效应，是指贸易政策对市场供求、企业竞争策略等微观经济活动，以及对进出口国的产业结构、投资区位、就业、福利等宏观经济活动的影响。Bernard等（1995，1998）分别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对工资和就业，以及生产率水平的影响，Rodriguez等（2001）考察了贸易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Trefler（2004）考察了美国和加拿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对厂商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

在考察反倾销的间接效应的文献中，Brambilla等（2012）指出，美国对越南的鲶鱼反倾销会减缓越南鲶鱼饲养者的收入增长，甚至会使其转向其他工作。Lu等（2013）考察了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是否存在贸易转移效应，结果表明，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并未造成中国涉案商品对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加。而Avsar（2010）基于巴西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贸易伙伴对巴西的反倾销会导致其涉案产品向第三方市场出口的贸易转移效应。Chandra等（2013）考察了美国针对中国的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发现遭受美国反倾销特定关税的中国出口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

（三）总结评述

已有的考察全球价值链的文献，在测算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方法上不断进步，并且有众多文献对中国的参与程度进行了深入测算。考察全球价值链对就业和工资影响的文献较为丰富，但考察全球价值链的其他方面效应的文献相对较少。在全球价值链影响因素这一领域，从制度、基础设施等宏观视角进行分析的文献较多，而从行业、企业等层面进行分析的文献较少，对贸易政策特别是非关税壁垒如何影响全球价值链进行考察的文献更是十分有限。

而在贸易政策效应这一领域，尽管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但目前尚未有文献直接考察反倾销等贸易政策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根据上文的评述可知，贸易政策作为贸易成本的直接影响因素，会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成本和意愿产生重要影响，但目前考察非关税壁垒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的文献只有Hufbauer等（2013），而他们考察的是进口国当地含量要求的影响。反倾销目前已成为最重要的非关税壁垒，中国也已成为世界头号反倾销目标国，因此考察反倾销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章将率先在这一领域有所突破。

本章的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本章按照可以分解出总出口各个部门的价值及结构的最新方法（Wang等，2013），实现对中国同贸易伙伴之间中间产品贸易流量的彻底分解，科学地测算出中国各行业在向特定贸易伙伴的出口中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二是在此基础上，本章将贸易壁垒等因素同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结合起来，明确地揭示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与制约条件，为中国企业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提供启示。


三、中国各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测算

（一）测算方法

Wang等（2013）提出了一种可以分解出总出口各个部门的价值及结构的新方法，对于所有的双边中间产品贸易流量，根据最终吸收地进行分组，形成被不同国家的不同部门最终产品生产所吸收的各个部分。这一关键分解技术成功地将总产出及总出口[在标准国家间投入产出（ICIO）模型中通常为内生变量]转化为总贸易核算法中的外生变量（最终需求），从而实现了对双边中间产品贸易流量的彻底分解。在根据最终吸收地及吸收渠道彻底分解双边中间贸易品流量的基础上，可以将总贸易流量分解为图12-1中的各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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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总贸易流量分解图



注：本图根据Wang等（2013）的图12-1a1c整理而得。其中E适用于任何层级的总贸易统计数据，包括国家/部门层面、国家汇总层面、双边/部门层面，以及双边汇总层面。DVA和RDV基于部门间的后向联系计算而得

根据该方法，我们可以测算得到一国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FVA），并进一步测算出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或垂直专业化水平，即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FVAR）。同时，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重心是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问题。从总贸易流量分解图可以看出，垂直专业化中包括了不同的组成部分，每一部分有着不同的经济含义，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跨国生产分工类型。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FVAR_FIN）的大小，说明了出口国在利用进口零部件进行最终产品组装的生产活动中参与全球价值链低端跨国生产分工的程度。一国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FVAR _INT）上升，特别是当越来越多的中间贸易品被出口到第三国并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时，可能意味着该国正在进行产业升级，使国内企业更多地从事技术含量较高的活动，即对进口获得的中间产品进行改造更新后出口，而不是进行最终产品的简单组装与加工，因而该国企业正逐渐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向“两端”（即上游研发和下游营销）攀升，以获得更多的贸易利益。
[1]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界定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程度和地位：

（1）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采用垂直专业化水平或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FVAR）来表示。

（2）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采用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FVAR FIN）和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_值率（FVAR_INT）来表示。这两个指标实际上是一国增加值贸易构成中的两个相辅相成的部分，共同构成了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总体程度。考察FVAR_INT的影响因素更重要，因为该部分更多地反映了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趋势。

（二）测算结果分析

本章计算行业出口增加值过程中使用的投入产出数据均来自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时间跨度为1995—2011年，包含的贸易伙伴为27个欧盟成员、12个主要经济体，以及世界其他地区共40个经济体，包含的行业为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分类下的14个
[2]

 制造业部门。

在借鉴Wang等（2013）方法的基础上，我们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测算了1995—2011年分国家行业维度的价值链嵌入程度和地位指标。将各行业的双边增加值率取平均值，得到图12-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考察期内，中国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从1995年的27%增长至2011年的32%，但其并非持续增长，而是呈现出不断波动的状态。1995—2011年，中国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最大降幅出现在2009年；其中2年的增长率为负，6年的增长率低于1%。将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和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分别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在考察期内先升后降，2011年比1995年增长了13.7%，最高值出现在2008年，而2011年同2001年的水平大致相等。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在考察期内增幅较小，由10.8%增长至11.6%，这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已经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向顶端攀升，但进展较慢，需要进一步挖掘其潜力。中国三种增加值率的变化率具有相似的变动趋势，特别是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同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之间，除2003年之外，二者增长率为正和负的年份完全一致，并且变化率的绝对值较为接近。由图12-3可见，在2005年之前，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似乎具有先行指标的特征，其变化率上升（或下降）会带动另外两个增加值率随后发生相同方向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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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 中国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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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3 中国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

分行业来看，中国各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煤炭、炼油与核燃料加工业的嵌入程度最高，中国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达到了49.7%
[3]

 ，其次是电子和光学仪器制造业，为37.8%，如表12-2所示。同时，煤炭、炼油与核燃料加工业的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也是最高的，表明相比其他行业来说，该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较高端位置。运输设备制造业的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是各行业中最高的。这说明相对其他行业来说，该行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低端环节。


图12-2 中国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及遭遇反倾销状况（1995-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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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反倾销状况根据世界银行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计算而得；三个增加值率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中的数据计算而得

对每一个行业的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和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14个行业中，有7个行业的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大于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而另外7个行业恰好相反。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业的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为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5.5倍，表明该行业在出口的最终产品中，使用了更多的进口中间投入，还停留在简单的组装加工阶段，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位置。而在木材及其制品业中，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仅为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14%，表明该行业在出口的中间产品中，使用了更多的进口中间投入，展现出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的特征，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攀升。

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在波动中上升，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也呈上升趋势，但在考察期内增幅很小，而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则在波动中先升后降。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长期的快速发展，深深融入世界经济，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中国出口产品的国外增加值率为何会出现频繁的波动？结合中国产品频繁遭受反倾销的现实，我们推测，反倾销这种重要的贸易壁垒可能会对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产生重要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开展定量研究：在控制行业一系列特征的条件下，识别出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变动的影响。




[1]
 此外，还有一个组成部分为一国出口中外国增加值的纯重复计算（FDC），该部分只有当存在多国间的中间产品贸易时才出现，且占比相对较小，因此本章未将其作为考察对象。


[2]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涵盖的部门共35个，其中包括生产活动分类（CPA）标准下的16个生产部门和19个服务部门，其中制造业部门为14个。


[3]
 通过整合企业层面的海关数据测算的国内增加值也支持了我们的发现，煤炭、炼油与核燃料加工业的国内增加值是各工业行业中最低的，以2006年为例，其国内增加值占比仅为14.7%。


四、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因素

（一）经验分析方法与数据

本章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影响因素。由于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因此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变动比分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水平更具有现实意义，而且能克服使用水平指标带来的数据在时间维度上的非平稳问题，所以本章使用中国各行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来研究各行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我们不仅考察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g_FVAR），还区分了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g_FVAR_FIN）和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g_FVAR_INT）。计算所需的原始数据包括贸易流量数据和投入产出数据，均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我们按照Wang等（2013）的方法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同13个贸易伙伴、14个行业的出口增加值率，样本量为3094。
[1]



本章主要考察的解释变量是中国各行业遭遇反倾销的状况，我们使用四个指标来进行考察。一是在特定年份，特定贸易伙伴是否针对某一行业的商品发起反倾销诉讼（Initiation），这是一个0-1变量，仅表明相关行业的产品是否遭遇了反倾销。二是在特定年份，特定贸易伙伴针对中国某一行业的商品发起反倾销诉讼的案件数（Number）。三是在特定年份，中国某一行业遭遇的反倾销诉讼中被确认的倾销案件数（Dumping）。四是在特定年份，中国某一行业遭遇的反倾销诉讼中被确认构成损害的案件数（Injury）。这些反倾销变量均根据世界银行临时性贸易壁垒数据库中的原始数据整理而得。需要指出的是，本章的计量工作首先需要解决不同数据的行业匹配问题。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将制造业划分为14个部门，而反倾销数据是根据海关协调编码制度（HS）划分的。行业的匹配需要根据联合国统计署发布的对照表进行，我们先将HS六分位代码归入国际标准工业分类法（ISIC）中，再将ISIC代码归入经济活动系统命名方法（NACE）中，最后将NACE代码归入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相应行业中，从而完成了价值链数据和反倾销数据的匹配。
[2]



由文献评述部分可知，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机制很复杂，贸易壁垒只是影响因素之一，因此需要在计量模型中纳入控制变量。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基于自身的行业划分方法，还提供了各经济体各行业的众多经济指标。我们基于已有研究和现实意义，筛选出11个可能影响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指标，从而在控制行业各方面特征的情况下识别出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嵌入价值链的影响情况。

第一类指标反映行业的规模，我们使用总固定资产存量的对数值（GFCF）来进行控制。

一方面，总固定资产存量是企业经营规模的重要体现。规模越大的企业，生产环节、工序越多，就越有可能较深地嵌入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总固定资产存量也可以反映企业的技术水平，总固定资产存量越大，行业进行技术升级改造的能力越强，这样的行业可能会越多地使用自身制造的中间产品，从而导致出口产品的国外增加值率较低。两方面的影响机制方向相反，因此总固定资产存量的对数值的预期符号不确定。

第二类指标反映行业的生产效率，我们使用人均增加值的对数值（PVA）来进行控制。根据Hottman等（2014）的综述，尽管存在众多影响企业国际化（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因素，生产效率仍然是最重要的。我们预期，人均增加值的对数值同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正相关。另外，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反映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攀升，而生产效率高的企业更容易实现这种地位攀升，因此我们预期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同人均增加值的对数值正相关。但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高则可能意味着企业被锁定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环节与工序中，生产效率高的行业可以率先打破这种锁定状态，从而在总体国际化程度提升的背景下，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有所下降，因此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同人均增加值的对数值为负相关关系。在进行敏感性检验时，我们使用增加值指数（VA_QI）进行替换。

第三类指标考察行业的要素密集度，我们使用单位产出的劳动报酬（Labor）来进行控制。一个行业单位产出的劳动报酬越高，意味着该行业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越多的劳动要素，从而该行业越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各行业主要凭借丰裕的劳动力参与全球价值链中劳动密集型的生产阶段，特别是从事进口关键零部件等中间产品、组装成最终产品并出口的“三角贸易”活动（Woo等，2007），因此我们预期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和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同单位产出的劳动报酬正相关。而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提高，反映了行业技术进步、逐步脱离劳动密集型生产阶段的现实，我们预期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同单位产出的劳动报酬为负相关关系。作为稳健性检验，我们还使用单位产出的雇员报酬（Compensation）对单位产出的劳动报酬进行替换。

第四类指标考察行业的中间产品使用状况，我们用中间投入的对数值（II）来进行控制。该变量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较为直观：企业使用的中间投入越多，表明其生产的产品中有越高比例的增加值来源于企业外部，因此其出口产品中的进口含量，即国外增加值率将会越高。这样，我们预期三个增加值率均同中间投入的对数值呈正相关关系。在敏感性检验中，我们还使用中间投入指数（II_QI）对中间投入的对数值进行替换。

第五类指标考察行业所雇用工人的技术水平，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了高、中、低三类技术工人的劳动报酬份额和劳动时间份额。在基准检验中，我们使用高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Com_HS）和中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Com_MS）。在一个行业中，支付给高、中技术工人的劳动报酬越高，意味着该行业的技术水平越高，行业可以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事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生产活动，其出口的中间产品可能会具有更高的国外增加值率，而技术水平的提高会促使行业放弃全球价值链中的低技术生产活动，其出口的最终产品可能会具有较低的国外增加值率（Jiang，2013）。因此，我们预期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同高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和中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呈正相关关系，而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同这两个变量呈负相关关系。由于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与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的国外增加值率两部分相关，因而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同高、中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的关系不确定。在敏感性检验中，我们还使用高技术工人劳动时间份额（H_HS）和中技术工人劳动时间份额（H_MS）进行替换。

上述行业指标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共有17年、14个行业的238个观测值。在进行经验分析时，我们将其同“国家行业时间”三维的增加值率数据及反倾销数据匹配起来，构成本章经验分析的样本。全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列于表12-3中。

为克服可能存在的相互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了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数值。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会直接影响贸易格局和贸易流量，因而对中国商品遭遇反倾销贸易壁垒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使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该问题，因为当年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不会影响上一年的反倾销状况。在控制变量中，中间产品投入与高、中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等也会受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影响，使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也可以克服这些问题。另外，贸易伙伴对中国商品发起反倾销或征收反倾销税的行为对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即生产活动的影响，会存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因而使用滞后一期的解释变量更合理。


表12-3 描述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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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分析结果

1.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

本章以中国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为被解释变量，以中国产品遭遇反倾销状况为解释变量，同时加入行业诸方面特征作为控制变量，使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Panel EGLS）对计量模型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列于表12-4（a）之中。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提供的行业特征变量数据中，部分指标的2010年和2011年数据缺失，因而我们在进行计量分析时，只能考察1995—2009年的情况；又由于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因而考察时段为1996—2010年。因此，最终的样本量为2730。由于本章的考察期较长，很多随时间变化并影响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变量可能被遗漏，因此我们加入时间固定效应进行控制。本章涉及的贸易伙伴众多，无法穷竭所有随贸易伙伴变化的变量，因此我们又进行了一组检验，同时纳入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本章的控制变量均为行业维度的变量，因而不需要加入行业固定效应。
[3]



根据表12-4（a）中列（1）的估计结果，贸易伙伴在特定行业对中国产品发起的反倾销诉讼显著抑制了中国特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相比于未遭遇反倾销的行业而言，遭遇反倾销行业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速度（即变化率）降低41.4%，受到抑制的程度非常高。在控制变量方面，行业的人均增加值的数值越大，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越高，意味着行业的生产效率越高，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深。单位产出的劳动报酬越高，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速度越快。这表明在考察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更为活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展现出中国、其他东亚经济体、美欧发达经济体之间存在的三角贸易格局（Woo等，2007）。同预期相符，中间投入的对数值越高，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速度越快，表明行业在生产过程中同上游企业联系越紧密，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在反映工人技术水平的两个变量中，中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初步表明行业的技术水平越高，该行业将越深地嵌入全球价值链。高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技术水平较高的行业在不断提升自己生产重要中间产品的能力，减少中间产品进口，因此其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反而降低。总固定资产存量的对数值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考察期内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并未受到行业规模的显著影响。计量方程整体上显著，拟合优度较高，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问题。由此，在控制了一系列行业特征的基础上，我们证实了反倾销诉讼的发起对中国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较大的负面影响。


表12-4（a）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总出口（基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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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的系数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12-4（a）列（2）、列（3）、列（4）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各行业遭遇反倾销会显著抑制其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其中，特定行业遭遇反倾销案件数每增加1起，将会使该行业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率降低3.6%。特定行业确认倾销案件数每增加1起，该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增速将放缓3.2%。特定行业确认损害案件数每增加1起，该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增速将降低4.1%。由于裁定“是否构成损害”是反倾销裁定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环，其裁定结果对于反倾销措施的实施最为重要（Blonigen等，2003），因此在三个变量中，确认中国产品构成损害案件数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边际影响最大。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同列（1）的结果十分相近，在验证了已有文献部分假说的同时，较为稳健地揭示出中国各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

在计量方程中同时纳入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12-4（a）中的列（5）~列（8）所示。纳入两个维度的固定效应之后，反倾销变量的估计结果仍然显著为负，且在合理区间之内。相比于只包含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形，四个反倾销变量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均有所减小。可能的原因在于，贸易伙伴所特有的一些特征对中国向其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有较重要的影响。纳入国家固定效应之后，之前未被纳入计量模型中的国家特定因素的作用表现出来，从而削弱了反倾销带来的影响。在控制变量中，仍然只有总固定资产存量的对数值、高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两个变量的估计系数不显著，其余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且同预期相符。此时，计量方程的拟合优度从0.5左右提高到0.8以上，方程的整体显著性大幅提高。

在表12-4（a）的估计结果中，我们纳入不同的固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计量结果的稳健性。为进一步验证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我们使用不同的控制变量进行估计，结果列于表12-4（b）之中。表12-4（b）中的列（1）~列（4）为纳入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估计系数表明，相比于未遭遇反倾销诉讼的行业，遭遇反倾销诉讼行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速度放缓40.4%。行业遭遇反倾销案件数、确认倾销案件数和确认损害案件数每增加1起，分别会使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速度放缓2.6%、2.9%和3.7%。这样的结果同表12-4（a）中的估计结果高度一致：反倾销壁垒对中国涉案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程度起到了非常严重的阻碍作用，确认损害比发起反倾销和确认倾销的阻碍作用更为明显。在控制变量方面，计量模型中仍然纳入总固定资产存量的对数值，该变量估计系数为正，但仍不显著。我们使用增加值指数和中间投入指数来替换人均增加值的对数值和中间投入的对数值，得到了同基准检验一致的结论。即行业生产效率越高，同上游企业联系越紧密，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高。我们还使用单位产出的雇员报酬替换单位产出的劳动报酬，使用高、中技术工人劳动时间份额替换高、中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估计结果同基准检验一致，单位产出的雇员报酬和中技术工人劳动时间份额均显著为正，而高技术工人劳动时间份额不显著。
[4]

 计量方程的拟合优度较高，方程整体上显著，不存在严重的自相关问题。


表12-4（b）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总出口（敏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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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的系数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变换了控制变量，且同时纳入时间和国家双重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如表12-4（b）列（5）~列（8）所示。四个反倾销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并且确认损害对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阻碍效应大于反倾销发起和确认倾销的效应。同列（1）~列（4）相比，各控制变量仍然保持了原有的符号和显著性，其中增加值指数、单位产出的雇员报酬的显著性有所下降，而中间投入指数的显著性有所上升。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基于我们对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的影响因素所进行的考察，本章经验分析的结果是稳健的：反倾销措施对行业参与国际分工起到严重的阻碍和破坏作用。此外可以发现，行业的生产效率越高、劳动密集度越高、中间投入越高、中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越大，行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增长速度越快。

2.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

本章以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反倾销变量和反映行业其他特征的变量为解释变量，估计结果如表12-5（a）所示。

列（1）~列（4）为纳入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变量是否针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诉讼的估计系数为-0.391，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遭遇反倾销的行业的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速度比未遭遇反倾销的行业低39.1%。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数、确认中国产品倾销案件数、确认中国产品构成损害案件数的估计系数均为负，且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从取值来看，以上三类案件数每增加1起，将会使行业的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降低3.3%、2.2%和3.2%。这意味着，对于最终产品的生产商而言，遭遇反倾销会显著阻碍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进程。
[5]




表12-5（a）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最终产品出口（基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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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的系数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根据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总结出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行业的劳动密集度越高、中间投入越高、中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越小，该行业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速度越快，而生产效率、行业规模大小和高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并不影响最终产品生产商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列（5）~列（8）为同时纳入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四个反倾销变量仍然显著为负，且估计系数取值范围在合理区间内。同列（1）~列（4）相比，列（5）~列（8）最大的差别在于，总固定资产存量的对数值此时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行业规模越大，行业越有动机进行技术升级，从而使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更少地从事这种较为低端的组装加工活动。

通过变换控制变量，我们进行敏感性检验，得到了同基准检验一致的结论，如表12-5（b）所示。仅加入时间固定效应进行估计时，四个反倾销变量均显著为负。在控制变量中，单位产出的雇员报酬、中间投入指数均显著为正，其余不显著。同时纳入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时，反倾销变量依然显著为负，单位产出的雇员报酬和中间投入指数显著为正。在列（5）和列（6）中，增加值指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

综上所述，本章的估计结果表明，对于中国特定行业而言，无论是贸易伙伴发起反倾销，还是对相关行业确认倾销和损害，都会显著抑制中国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并且该结果是稳健的。发起反倾销对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增长的阻碍作用为25.3%~39.1%。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数每增加1起，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速度放缓1.5%~4.8%。确认中国产品倾销案件数每增加1起，给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为0.7%~5%。确认中国产品构成损害案件数每增加1起的负面效应为2.4%~6.5%。


表12-5（b）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最终产品出口（敏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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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的系数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3.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

本章以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为被解释变量，以反倾销变量为核心解释变量，并纳入一系列控制变量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12-6（a）所示。

由估计结果可见，对于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反倾销措施对其增长产生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作用。纳入时间固定效应进行估计时，遭遇反倾销行业的增长率比未遭遇反倾销行业的增长率低44.1%。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数、确认中国产品倾销案件数和确认中国产品构成损害案件数每增加1起，会使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率分别降低2.1%、1.9%和2.8%，严重制约了相关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和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攀升的进程。在控制变量方面，人均增加值的对数值、中间投入的对数值、中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三个变量显著为正。这表明行业的生产效率越高、在生产过程中同上游联系越紧密、中技术水平工人的贡献越大，该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增长速度则越快，并且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呈不断上升趋势。

同时纳入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进行估计，反倾销变量的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估计系数的绝对值略大于只加入时间固定效应的情形。在控制变量中，除人均增加值的对数值、中间投入的对数值和中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显著为正之外，高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的估计系数也为正，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高技术工人在行业的生产过程中贡献越大，越有利于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增长。

变换控制变量进行敏感性检验，得到的主要结果同基准检验一致，如表12-6（b）所示。贸易伙伴对中国相关行业发起的反倾销诉讼显著抑制了行业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当同时纳入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时，单位产出的雇员报酬显著为正；总固定资产存量的对数值在10%或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行业规模可能对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有促进作用；高技术工人劳动时间份额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意味着劳动者技术水平对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及在全球价值链上地位的攀升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表12-6（a）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基准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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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的系数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表12-6（b） 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国中间产品出口（敏感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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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为标准误，***、**、*分别表示估计的系数在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综合来看，对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进行考察所得到的核心结论是稳健的，反倾销措施对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其中，发起反倾销的影响在43.9%~54%，明显高于其对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和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影响。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数、确认中国产品倾销案件数和确认中国产品构成损害案件数对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变化率的边际影响分别为2.1%~3.5%、1.9%~4%以及2.8%~4.8%。

4.经验分析结果小结

根据本章经验分析的结果，可以将中国各行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总结为表12-7。本章最为关注的贸易壁垒因素显著抑制了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对中国发起反倾销案件数、确认中国产品倾销案件数和确认中国产品构成损害案件数都对三种增加值率的增长产生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反倾销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三种增加值率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只有中间投入的使用状况对三种增加值率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对于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生产效率、劳动密集度、中技术工人贡献程度（本章用劳动报酬份额和劳动时间份额衡量）在历次回归中均显著，其他影响因素均不显著。对于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劳动密集度因素在历次回归中均显著，而行业规模、中技术工人贡献程度在部分回归中显著。对于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生产效率、中技术工人贡献程度是始终显著的影响因素，而劳动密集度、高技术工人贡献程度在部分回归中显著。


表12-7 经验分析结果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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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表12-4至表12-6的结果整理而得

关于经验分析结果，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第一，在考察各控制变量对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影响后，我们发现三方面因素始终显著，而其他因素均不显著。但在对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和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进行考察时，都会有一些影响因素因计量模型的设定不同而出现显著性水平的变化。这意味着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相对简单，而区分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后，国外增加值率的影响机制更为复杂，因此在不同的背景下，同类影响因素的重要性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第二，众多文献强调了技术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影响，而高技术工人的贡献直接反映了行业的技术水平，但该因素在大多数回归中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制造业整体技术水平十分落后，高技术工人对行业产出的贡献很小。平均而言，考察期内高技术工人劳动报酬份额仅为4.179%，高技术工人劳动时间份额为2.979%。高技术工人对产出的贡献如此之低，以至于考察期内高技术工人尚未对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显著影响。




[1]
 我们以出口份额为权重，将中国同欧盟27国各行业的国外增加值率取加权平均，得到中国对欧盟整体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


[2]
 行业对照表可从联合国统计署网站获得。


[3]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我们进行了豪斯曼（Hausman）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之间应纳入固定效应。我们也进行了考察各种固定效应重要程度的沃尔德（Wald）检验，结果表明行业固定效应可以被剔除。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检验结果。此外，回归结果中的DW值为杜宾瓦特森检验值。


[4]
 我们也逐一替换控制变量进行回归，结果未发生显著变化。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各次回归结果。


[5]
 当然，对于最终产品出口而言，其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速下降，可能意味着生产厂商正在逐步放弃进口中间产品、进行简单加工并出口的活动，而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向上攀升。即反倾销可能会“倒逼”外向型企业进行技术升级，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五、结论性评述

本章旨在以中国遭遇反倾销为例，定量考察贸易壁垒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作用。我们首先使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的数据，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部门向40个贸易伙伴出口的增加值率。随后以增加值率的变化率为被解释变量，以贸易伙伴对特定行业发起的反倾销诉讼为解释变量，并控制了可能影响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其他因素，考察反倾销措施对中国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所产生的影响。

在考察期内，中国总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具有一定程度的上升趋势，但并非持续增长，而是呈现不断波动的状态。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在考察期内先升后降，而中间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在考察期内增幅较小，初步表明中国出口企业已经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向顶端攀升，但进展较慢。计量结果稳健地表明，贸易伙伴发起的反倾销诉讼显著抑制了中国各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进程，无论是反倾销诉讼的发起，还是案件的肯定性裁定，都使三种增加值率的增速放缓。反倾销之外的其他因素对三种增加值率的影响则存在一定差异。

中国对外贸易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然而，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体系中仍然面临较为严重的价值链“低端锁定”，不仅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而且在先进制造业领域缺乏竞争力（吕越等，2015）。因此，通过转变增长方式和调整贸易结构，全面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与核心竞争力，提高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是实现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提升的先决条件。反倾销措施从整体上抑制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进程，因而是中国企业实现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攀升的重要障碍，各界对反倾销等贸易壁垒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将贸易保护带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在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成为常态的背景下，涉案企业和行业协会要积极应对，争取获得对自身有利的裁定结果，使反倾销等贸易救济措施对中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越高，意味着行业越多地从事简单加工及组装活动。反倾销对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的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表明反倾销可能会“倒逼”涉案行业，使其进行技术升级，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放弃在全球价值链底端从事的生产活动。实际上，部分中国商品在出口市场上销售价格过低，从而引发反倾销诉讼甚至被征收反倾销税，而低价格背后蕴藏着生产技术水平低、要素（主要是劳动力）价格低、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地位低的“三低”特征。中国企业未来需要努力改变“三低”现状，主动地进行技术升级、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从而在源头上抑制反倾销的发生，以获取更大的贸易利益。

目前部分中国企业已经在全球价值链攀升的进程中迈出坚实的步伐，能进行较高技术水平的生产活动，并向国外出口技术含量高的中间产品。然而，反倾销等贸易壁垒抑制了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提升自身地位的进程，甚至阻断了某些高新技术部门的成长。为了维护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健康成长，我国需要克服反倾销等贸易壁垒的负面影响。以往各界大都关注政府的研发投入，认为提高研发投入可以扶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但企业享有高额的研发补贴之后，可以在国际市场上降低价格，从而招致反倾销等措施，抑制其参与全球价值链以及地位的攀升，甚至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这就要求政府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正确的引导和适度的扶植，既能保证其发展壮大，又避免其过分膨胀并在国际市场上引起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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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不容乐观的中国品牌汽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汽车产业有两个最为重大的标志性事件，分别发生在1953年和1983年。

1953年7月15日，由苏联全面援助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在长春市举行了隆重的奠基典礼，新中国的第一个整车生产企业正式诞生。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产品是“解放”牌汽车，是以苏联生产的吉斯150型汽车为范本，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改进部分结构而设计和制造出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成立，标志着新中国的汽车制造产业正式诞生。

第一汽车制造厂诞生30年以后，在北京发生了我国汽车产业的第二个标志性事件。1983年5月5日，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AMC）在人民大会堂签订了合资经营总合同，1984年1月15日，我国首家中外合资的汽车生产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该企业的成立，是我国的乘用车生产走上以中外合资为主的发展道路的标志性事件。

2017年，是我国汽车制造业诞生的64周年，也是乘用车生产走上中外合资道路的34周年。我们有必要在这一时刻对我国的汽车产业的发展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反思，既要总结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成绩，也要反思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教训，更需要思考目前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困境和问题，找到未来发展的方向。

汽车产业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从细分产业来说，既包括整车制造，也包括汽车零部件生产；从整车制造来看，又包括载货车（卡车）、客车（巴士和面包车等）、乘用车（轿车、越野车等）、特种车、改装车等。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的乘用车组装产业。

笔者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关注，是从1995年开始的，那时笔者正在日本东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选择了我国的汽车产业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后来，由于变换导师，我的研究方向开始向中国经济转换。1999年在日本鹿儿岛大学法文学部任教后，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也一直在宏观经济方面。2004年春天回到国内任教以后，为了适应商学院教学和科研的需要，又将研究重点转回了我国的汽车产业。近几年，每年的春天和暑假，我都与我的研究伙伴——日本产业经济研究会前会长、城西大学经济学部上山邦雄教授——一起，对我国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实地调研。本书的内容，是笔者近年来对我国汽车产业的调研和思考的一个总结。

汽车产业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产业，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之大，不是其他任何一个产业可以比拟的。

首先，人类社会利用流水线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就是由美国的汽车制造企业福特公司发明的。为了提高世界第一款量产轿车福特T型车的生产效率，1913年亨利·福特受到屠宰场的启发，发明了世界第一条汽车组装的流水线，开了人类社会利用流水线进行工业产品大规模生产之先河。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又被称为福特式生产方式。从1913年到今天，已经经过了100多年，人类社会的科技水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福特公司发明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方式仍然被工业企业普遍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新一轮增长的黄金期，消费者的需求向个性化方向发展。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的管理者大野耐一受到美国超市的启发，发明了即时生产方式（又称“看板管理”），随后又发明了多种车型在同一流水线生产的混流生产方式，既满足了消费者对汽车的个性化需求，又可以充分利用大规模流水线的生产方式降低成本。这一生产方式被命名为TPS，即丰田生产方式。丰田生产方式不仅被世界各国的汽车企业所广泛采用，而且带来了整个制造业生产技术的革命。时至今日，丰田生产方式仍然是人类最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

其次，汽车产业还是企业家辈出的产业，亨利·福特、艾尔弗雷德·斯隆、李·亚科卡都是美国的商业巨子。特别是斯隆，在通用汽车面临危难之际担任总裁一职，短短3年时间就让濒临破产的通用汽车扭亏为盈，他担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23年，为通用汽车的组织管理立下世纪典范，与通用电气的杰克·韦尔奇并称20世纪最伟大的CEO。日本的丰田喜一郎、本田宗一郎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创业者，身兼雷诺和日产两家世界著名汽车企业CEO的卡洛斯·戈恩，更是世界汽车产业的传奇式人物。

汽车产业是综合性产业，汽车产业的发展水平还是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象征，世界汽车产业大国都是经济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汽车弱国成长为汽车强国的只有东亚的日本和韩国，这两个国家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顺利地从后发国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的为数不多的两个国家。

从1997年奇瑞公司成立开始，我国乘用车产业的中国品牌（曾被称为“自主品牌”）已经走过了20年的发展道路。这期间，生产中国品牌乘用车的企业的数量不断增加，中国品牌的市场份额也超过40%。新进入的中国品牌主要瞄准外资企业不太关注的小型车市场，以低价格为竞争手段，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最近几年合资企业也纷纷进入小型车市场，中国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下降，企业的盈利能力严重不足，遭遇困境。2011年，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为42.2%，产值占比为19.0%，利润占比仅为4.7%。即，中国品牌乘用车用40%以上的产量创造了不足20%的产值和低于5%的利润；而外国品牌利用不足60%的产品创造了95%以上的利润。这一状态持续到今天。

中国品牌的困境才刚刚开始。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汽车需求将从以购买第一辆车为主的新增需求过渡到以换车为主的更新需求。观察我国消费者换车的更新需求可以发现：第一辆车购买中国品牌乘用车的消费者，在换车时仍然选择中国品牌的情况十分少见；第一辆车购买外国品牌乘用车的消费者，在换车时改为购买中国品牌的更少。如果中国品牌乘用车仅仅成为低收入消费者购买的第一辆车，那么随着我国的汽车市场进入成熟阶段，中国品牌乘用车将失去存在的根基，这是更为令人担忧的问题。

中国品牌乘用车企业遭遇困境的原因是什么？与合资企业的产品相比，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差距何在？中国品牌乘用车如何走出困境？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回答上述问题，以期对思考我国的汽车产业发展提供笔者的一些思考和建议。


第一章　中国乘用车产业的发展历史

我国乘用车产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1953—1977年）、改革开放后以合资为主的阶段（1978—1996年）、合资和中国品牌并行发展阶段（1997年至今）。在介绍我国乘用车产业的发展历史之前，有必要对汽车产业等几个基本概念进行必要的说明。


第一节　研究对象的界定——汽车产业、中国品牌

一、汽车产业

产业是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的总和。一般而言，汽车企业既可以包括汽车整车生产企业，也可以包括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汽车产品可分为基本乘用车（轿车）、其他乘用车[如多功能乘用车（MPV）、运动型多用途乘用车（SUV）、交叉型]、货车、客车、改装车等不同类型，其中乘用车产业不仅构成了汽车产业的主要组成部分（2010年乘用车对市场的贡献度达到了77.58%，详见表1-1），而且代表了一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水平。本书中的“中国品牌汽车”是指中国品牌的乘用车，不包括客车、货车、半挂牵引车和非完整车辆等。


表1-1　2010年汽车销量增长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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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11）［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41.

汽车产业属于制造业，是组装型产业的代表，在制造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历史来看，世界各国政府都把发展汽车产业作为发展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汽车产业是典型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原因不仅在于汽车产业自身是一个十分巨大的产业（以日本为例，1998年汽车工业的企业数、雇佣人数、销售额、附加价值额分别占全部制造业各项指标的2.4%、7.4%、13.0%、9.7%），而且在于该产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效果，其发展可以直接带动钢铁、橡胶、机械、玻璃、化学、电子、纤维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对石油化工、道路建设、汽车修理、旅游等产业具有间接的带动效应。鉴于汽车产业的上述特征，汽车产业成为各国政府最为关注的产业之一，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很多国家将汽车产业确定为本国的支柱产业。世界经济强国几乎同时也都是汽车产业强国。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利用中国数据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汽车产业发展对主要相关工业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会使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加大投入，其数量相当于汽车产业本身投入的两倍。从经济增加值的角度衡量，汽车工业每创造1个单位的增加值，就会带动相关工业创造2个单位以上的增加值，从而全社会新增3个单位以上的增加值。

表1-2显示了历年中国汽车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及汽车产业就业人数。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各年汽车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4%左右。


表1-2　历年中国汽车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及汽车产业就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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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0［Z］.《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期刊社，2010：512.

鉴于汽车产业的重要地位，许多国家政府把扶植汽车产业的发展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试图通过推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也不例外，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把汽车产业确定为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汽车产业的发展寄予厚望。

就国家层面而言，早在“七五”（1986—1990年）计划中，中国政府就第一次提出了“把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的目标。“八五”（1991—1995年）计划不仅首次把“加快发展轿车工业和轿车零部件工业，提高配套能力和国产化程度”列入了国家计划，还明确了“重点建设一汽、二汽和上海的合资轿车项目”“继续完成国家重点建设的重型车、轻型车项目”等具体任务。

中国政府颁布的第一个产业政策就是1994年版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2004年，政府出台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某一具体产业的政策进行修订。

2011年，全国共有汽车、摩托车及其零部件生产企业3 367家。其中，汽车组装企业115家，汽车改装企业538家，摩托车生产企业138家，车用发动机生产企业40家，汽车、摩托车零配件生产企业2 536家。
[1]



二、中国品牌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我国的乘用车生产领域中的中国品牌生产企业。所谓中国品牌，也叫作国产品牌、自主品牌、自主知识产权品牌，是指由企业自主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中国品牌首先强调的是自主，产权强调归我国企业自我拥有、自我控制和自我决策，同时能对品牌所产生的经济利益进行自主支配和决策，即强调两方面的权力：对品牌知识产权的控制权和所有权。所谓“中国品牌乘用车”，是指知识产权归我国企业（包括合资企业）所有的乘用车。

近年来，关于中国汽车品牌的含义，学者们提出了很多观点。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汽车品牌是指商标声誉独占、产能在经济规模以上、由民族资本控制、掌控营销渠道、具有自主研发能力并形成自主知识产权、能开拓市场的汽车品牌。因此，汽车品牌可以分成三类：完全引进国外技术且使用国外商标的、引进国外成熟车型技术但使用中国品牌的以及自主开发且使用中国品牌的。也有业界人士以所有权归属为标准，认为中国品牌可以不是自创品牌，比如沃尔沃也应是中国品牌，理由是该品牌是吉利汽车公司控股的品牌。还有学者提出了一个主观标准，将目前人们对现有中国品牌轿车的认同作为中国品牌的最低标准，把认定中国汽车品牌的标准分成低等、中等和高等三个层次。更有学者提出无须对汽车的中国品牌的定义做出解释，因为对中国品牌与非中国品牌做出区分属于典型的二元论，不利于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根据以上分析，至少可以推出以下命题：第一，自主知识产权并不等同于自主研发，在研发道路上，并不排斥与国外企业联合研发，甚至可以委托国外优秀资源进行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实质是对研发成果所拥有的产权、进一步开发的权利和对研发成果进行处分的权利。第二，自主知识产权至少应当包括自主专利权和自主商标权。品牌就是指商标，也包括狭义和广义双重含义。那么，换句话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所提倡的自主知识产权就应当包括自主专利技术和自主品牌的内涵。第三，提出建设中国品牌的意图，在于强调企业技术发展的市场化定位。

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品牌的乘用车包括三大类：一是奇瑞、华晨、吉利、长城、力帆、江淮、比亚迪等1997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生产的中国品牌乘用车；二是一汽、上汽、东风、广汽、北汽、长安等中央政府大力扶植的所谓的“三大、三小、两微”的乘用车公司开发生产的中国品牌乘用车；三是广汽本田、东风日产等中外汽车合资企业开发的中国品牌乘用车。

但由于中外合资企业开发的“合资自主”品牌近年来刚刚起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此本书所研究的“中国品牌乘用车”只包括前两类，即奇瑞等1997年以后新进入乘用车市场的中国品牌乘用车和一汽、东风、上汽等大型国有汽车生产企业集团独立开发的中国品牌乘用车。

三、数据来源

本书中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主编的历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和创办的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的数据。

上述年鉴和网站公布的数据是我国最权威的汽车数据，可信度最高，权威性最强。

（2）新浪汽车（http://data.auto.sina.com.cn/）和网易汽车（http://auto.163.com/）等专业网站。

本书中关于乘用车销量和价格的数据主要来自这些汽车专业网站。这些专业网站一方面通过与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等权威机构进行合作，获取可靠数据，另一方面也与汽车生产和经销企业等进行合作，对汽车生产和经销企业的官方网站的数据信息进行加工和处理，获得所需信息。尽管其信息不如《中国汽车工业年鉴》和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的数据质量高，但其数据基本可信。这些汽车专业网站的数据对于弥补《中国汽车工业年鉴》和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数据的不足可以起到良好的作用。

（3）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下属的中国新车评价规程（C-NCAP）官方网站（http://www.c-ncap.org/）。

关于汽车安全性的数据，主要来自这一网站。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是行业标准的制定部门，同时按照我国的汽车安全标准，每年选取当年新上市的、在同类车型中具有较大销售量的乘用车的代表车型进行碰撞试验，得出汽车安全性等级评价数据。C-NCAP的碰撞试验完全由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独立完成，其数据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得到了业界的公认。

（4）J.D.Power的官网（http://china.jdpower.com/）。

J.D.Power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市场咨询公司，总部设在美国，主要就顾客满意度、产品质量和消费者行为等方面进行独立公正的调研，该公司汽车行业调研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得到了世界汽车领域的公认。本研究中关于乘用车的顾客满意度、产品质量的数据主要来自J.D.Power公司的调查数据。



注释：


[1]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2［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2012：454.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前的乘用车产业发展历程

1950年初，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同苏联签订的协议中，把建设汽车厂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首批重点项目。1953年6月党中央专门针对力争三年建成长春汽车厂发了指示，毛泽东亲自为一汽奠基题词，并把一汽生产的汽车命名为“解放”。

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后改称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以上名称均简称“一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汽车制造业从此诞生。经过三年的工厂建设，1956年7月14日组装生产线开始运行。第一辆中国制造的4吨货车“解放”的下线，结束了“中国人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翻开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崭新一页。

但是，“解放”的下线并没有改变当时我国乘用车生产空白的历史。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技术封锁，我国的乘用车的开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一汽之后，中央财政已经没有力量建立新的汽车厂，为此中央政府提出了地方建立汽车工业的想法，计划在全国各个经济区建设14个汽车主导厂，总规模为52万辆。我国的乘用车生产，正是依靠各地的力量，以模仿国外产品为突破口，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代表性的产品有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的“井冈山”、一汽的“红旗”和上海汽车装配厂的“上海”等轿车。

一、北汽的“井冈山”“东方红”轿车和“北京吉普”越野车


（一）试制“井冈山”“东方红”轿车


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后发展为北京汽车制造厂、北汽集团，以上名称均简称“北汽”）是一汽的配件生产企业。在中央鼓励地方发展汽车工业的背景下，不甘心做配套企业的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开始对制造整车跃跃欲试。1958年2月，北汽决定仿照外国的样车试制轿车。经过多方讨论和比较，北汽认为德国大众的甲壳虫牌轿车车身小，结构比较简单，有可能试制成功，因此选定该车为仿制样车。

北汽决定在沿用原车的底盘、发动机、传动系统和制动系统的基础上，自行设计外观。由于没有技术力量，北汽就与清华大学进行合作，由清华大学的教师及学生联合测绘、画图。同时，由北京市政府出面，将北京市的一些较大的汽车修理厂及其熟练工人集中起来生产零件，北京市工具厂、北京油漆厂、北京装具厂等企业在市政府的协调下开始为北汽做配套。轿车的图纸来源于对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甲壳虫牌轿车的测绘，发动机、变速器、前后桥等关键总成，依靠技术人员和工人手工打造。经过四个多月的苦战，1958年6月20日，在北京生产的第一辆被命名为“井冈山”的轿车问世。

“井冈山”车长4.1米，宽1.56米，高1.45米，发动机为四缸水平对置风冷发动机，排量1.192升，额定功率36马力，最大车速110千米/小时。“井冈山”轿车的试制成功，使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从一汽的配件生产企业顺利转变为整车制造企业。在庆祝“井冈山”诞生的庆功大会上，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领导人宣布将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改名为北京汽车制造厂，1958年7月27日北京汽车制造厂正式挂牌成立。

其后，北汽开展了“百辆‘井冈山’大战”，目标是在1958年10月1日之前造出100辆“井冈山”轿车，参加国庆天安门游行。1958年8月底，100辆“井冈山”轿车全部制造出来，提前完成了生产计划，其中30多辆参加了国庆九周年游行。但是这些手工打造的“速成汽车”质量很差，为了保证顺利经过天安门，北汽在每台车上坐两三个人，一旦出现故障，车上的人就下来推车，从这一做法可以想象出“井冈山”轿车的质量水平。

由于“井冈山”轿车在技术上没有过关，也没有按照科学程序进行鉴定定型，加之零部件都是手工敲打制造的，工艺不扎实，车身的密封性很差，“刮风透，下雨漏”，正是当时“井冈山”牌轿车质量的真实写照。同时，由于资金等方面的限制，北汽当时并不具备批量生产轿车的条件。此外，当时我国可以乘坐轿车的均为高级别的领导干部，而“井冈山”汽车的空间太小，不适合领导使用。鉴于上述原因，“井冈山”轿车的车型未经鉴定，在小批试制后就停止了生产，前后累计试制了154台。因此，尽管从时间上看，1958年6月20日完成的“井冈山”牌轿车是我国生产的第一辆轿车，但由于没能经过车型鉴定，也未能进入批量生产阶段，因此我们不能将其定义为我国的第一辆乘用车。严格来说，“井冈山”牌轿车的开发和生产仅仅是我国轿车制造的一次有益的尝试。

1959年11月，第一机械工业部向北汽下达了中级轿车的试制任务，选型方案定为苏联生产的伏尔加轿车，最初的名称是“星火”牌760轿车，后来改名为“东方红”牌轿车。1960年4月，北汽试制出三辆BJ760“东方红”轿车样车，同时编制了技术改造计划，到1961年年底基本完成了生产技术准备工作。

1960年11月，“东方红”轿车进行了25 000千米道路试验，试验结果表明，“东方红”轿车最高车速可以达到125千米／小时，最低油耗每100千米9.8升，与苏联生产的几种车型对照，东方红的性能指标是较好的，优于“莫斯科人”和“胜利”，汽车底盘工作也是可靠的。

1965年5月，中国汽车工业公司组织对“东方红”轿车进行了国家级产品鉴定。这次鉴定与上海“凤凰牌”轿车同时进行，并选择奔驰220SE、福特F500、菲亚特2300、奥兹莫比尔等国外车型进行对比试验。经过50天的试验，试验工作组认为，“东方红”轿车的主要性能和行驶可靠性基本符合使用要求，正式通过国家鉴定。

“东方红”轿车通过国家鉴定之后，本应进入批量生产阶段，但随后政治因素的干扰使得“东方红”轿车胎死腹中。1966年年底，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谢富治来到北汽，以“不要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为由，下令停止了“东方红”轿车的生产。


（二）“北京吉普”的诞生


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停止了对我国军用吉普“嘎斯69”的供货。1961年1月，当时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国防科委、第一机械工业部联合下文，将研制军事指挥用轻型越野车的任务下达给了北京汽车制造厂。1961年3月，北汽轻型越野车项目正式上马，该车主要使用“东方红”的技术参数，模仿美国吉普的外观设计。由于拥有研制“东方红”轿车的经验，北汽仅仅花费了3个月的时间，就在1961年6月成功试制出了BJ210C样车。此后，北汽又研制了BJ212轻型越野车，并于1966年正式投产。一身“绿军装”的BJ212轻型越野车，是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产量最大的乘用车，也是大量企事业单位的公务用车。

二、一汽的“东风”“红旗”牌轿车

我国的第一辆乘用车也诞生于当时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一汽”，而且是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由中央高层决策，企业独立研发完成的。

“解放”牌卡车开始生产后，我国政府开始筹划国内乘用车的生产。1957年5月，一汽接到试制小轿车的任务。由于没有乘用车生产的技术和经验，一汽只能从收集资料入手，边学习，边确定技术路线。同年6月，一汽开始收集资料，研究方案，7月收集轿车样品，8月将样车由北京运到长春的一汽工厂。当时，收集的样品有苏联的“胜利”、联邦德国的“奔驰”、法国的“西姆卡”、英国的“福特赛飞”、日本的“丰田”、捷克的“斯柯达440”等车型。

1957年11月，一汽提出“以仿造为主，适当改造”的方针，并开始进行设计。除“斯柯达440”因为车体太小不适用外，一汽对其他五种车型进行了各种试验、比较、分析，把几种车的优点结合起来，确定了一个合适的基本车型，命名为“东风”。1958年5月，第一辆“东风”牌轿车装配出来。当时北京正在召开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东风”牌轿车立刻被送往北京向党中央报捷。经过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领导查看后，“东风”牌轿车驶进中南海。“东风”牌轿车车前的标志不是一面红旗，而是一条金龙。

“东风”牌轿车在北京受检后，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向一汽下达了研制和生产高级轿车的任务。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北京送来了“林肯”牌等高级轿车。一汽又采用测绘试制和改进的方法，1958年7月开始试制第一辆高级轿车，并由吉林省委将新生产的高级轿车命名为“红旗”牌。“红旗”牌轿车的研发和生产是一项政治任务。1958年7月初国家下达生产任务目标，要求八一建军节前生产出第一辆“红旗”牌轿车，7月底又确定了全年生产“红旗”牌轿车5辆，8月15日前生产出一辆敞篷车，9月底以前生产出一辆带篷车的任务目标。

1958年7月1日开始“红旗”第一轮样车设计，此后一汽的设计师们认真对“红旗”牌轿车整车做了5次系统的试验。经过5次试验后，“红旗”牌轿车定型样车被正式编号为CA72，我国有编号的第一辆高级轿车“红旗”正式诞生。

“红旗”的面世，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高级乘用车的历史，使中国的汽车产业翻开了新的一页。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止，“红旗”牌轿车是我国乘用车产业最具代表性的产品，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款高档车产品，成为了国家领导人和来访国外贵宾的专用轿车。

1981年，因为耗油量大、成本高、产量低等原因，“红旗”牌轿车正式停产。到停产为止，一汽共生产了1 540辆“红旗”牌轿车。

三、上汽的“上海”牌轿车

1958年，一汽成功制造轿车的消息传到上海，给刚刚成立的上海汽车装配厂以巨大的信心。由“弄堂小厂”合并组建起来的上海汽车装配厂仿波兰“华沙”牌和美国“顺风”牌轿车，于1958年9月28日成功试制了第一辆轿车。该车的动力采用南京汽车厂生产的M20型4缸50马力发动机，底盘上的金属零件用一般机床加工而成，车身和前后翼子板都依靠手工敲制。由于长春一汽生产的“东风”牌轿车的车头有一条“金龙”，上海生产的轿车车头就装了一只凤凰，起名为“凤凰”，寓意北龙南凤。

此后，上海汽车装配厂（后发展为上海市拖拉机汽车工业公司，以上名称均简称“上汽”）开始了更高档次轿车的研制。新轿车以1956年的奔驰220S汽车为样本，汇集了当时上海最有实力的几十家工业企业，采取逆向工程的方式共同研制。这几十家企业共同参与了分解奔驰车的过程后，进行了详细分工。随后，上海汽车底盘配件厂用7个月时间完成了悬架、转向器、前减振器、传动轴、制动器等18个总成；上海内燃机配件厂试制出发动机；上海郑兴泰汽车机件制造厂试制出变速器和螺旋伞齿轮；上海汽车装配厂用5个月完成了车身制造和整车组装。然而，三年困难时期的到来推迟了上海牌的出生。

1964年2月，“凤凰”牌轿车再次投产，并正式易名为“上海”牌SH760型轿车，成为国内除了“红旗”之外唯一大批量生产的乘用车。1965年，“上海”牌轿车通过第一机械工业部技术鉴定，批准定型。1972年起又对车身进行了改型，并减轻了自重，使用了上海汽车发动机厂生产的680Q型发动机，功率达到90马力。1980年，上汽年产“上海”牌轿车突破5 000辆。

1985年已经开始与德国大众公司合资的上汽与嘉定县联营，另行建厂继续生产“上海”牌轿车，并继续做了一些技术改进，一直生产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11月25日，上汽总装车间举行了最后一辆“上海”牌轿车下线仪式。“上海”牌轿车问世33年来，共计生产了79 525辆，成为我国公务用车和出租车的主要车型。

从改革开放前北汽、一汽、上汽独立研发乘用车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汽车产业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产业，中央政府对汽车产业的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乘用车成为代表我国国力的最主要的产业之一，成为向党和共和国献礼的重要产品。


第三节　改革开放后乘用车的中外合资和合作发展之路

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前我国乘用车产业发展的模式叫作“自力更生模式”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后乘用车产业的发展模式就更加反映了“对外开放”的大趋势，采取了“中外合资和合作发展”模式。

一、改革开放后乘用车选择中外合资和合作道路的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乘用车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提高我国乘用车生产的能力和水平，大力发展我国的乘用车产业，已经成为共识。但是汽车产业规模经济效益十分明显，发展乘用车，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而在当时，资金不足是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在百废待兴的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央政府不可能拿出大量资金投入乘用车生产企业。同时，当时我国有几百家汽车生产企业，尽管从数量来看，我国的汽车生产企业数量超过了其他国家汽车生产企业数量之和，但从产量看，我国所有汽车生产企业的产量之和还赶不上发达国家主要生产企业一家的产量。与美、德、日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乘用车生产技术严重落后，其差距为30~40年。企业数量众多、生产能力小且分散、技术水平严重落后，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汽车产业的真实状况。如果延续20世纪50—60年代采用的自力更生、以仿制国外产品为主的发展模式，那么我国汽车企业与国外的差距很难缩小。资金紧张、技术落后，成为当时我国乘用车发展的最大难题。此外，由于我国的乘用车产业生产能力有限，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乘用车的进口量急剧增加，1985年进口轿车数量超过10万辆，而当年我国国内乘用车产量仅为5 207辆，前者是后者的19.2倍。1980—1989年，我国进口汽车和零部件花费的外汇高达104.6亿美元，其中进口乘用车的外汇支出占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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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国的外汇十分短缺，大量的乘用车进口，使得有限的外汇难以用于国民经济建设急需的技术的引进，如何提高我国的乘用车生产能力，成为了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了解决中国汽车产业发展遇到的资金和技术瓶颈，防止乘用车的重复生产，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汽车产业的差距，政府制定了“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的汽车产业发展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首先确定了我国乘用车产业不再走“闭门造车”的道路，而是选择与国际著名汽车制造企业进行合作，充分利用国外汽车企业的技术和资金资源，通过中外合资和合作的方式发展我国的乘用车生产。同时，中央政府严格控制乘用车生产企业的数量，将乘用车生产的资格限定为一汽、东风、上汽三大轿车基地，北汽、天汽、广汽三小轿车基地，长安奥拓、贵航工业两个微型车生产基地（即所谓的“三大、三小、两微”），其他汽车企业不允许涉足乘用车的生产。从此，上述被批准的八家乘用车生产企业纷纷走上中外合资与合作之路。

二、北京汽车制造厂与美国汽车公司的合资公司——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

20世纪50年代成立的北京汽车制造厂，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汽车产业的中坚力量。20世纪70年代末期，北汽拥有1.1万名职工，年产汽车1.1万～1.7万辆，从规模、实力来看仅次于一汽和二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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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全国第三位。该公司也是全国唯一的军车生产厂，主要车型军民两用的轻型越野车BJ212风靡全国，是军队、地方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干部的专用交通工具。

截至改革开放，BJ212已经生产了二十几年，一些技术指标已经落后。尽管北汽进行了一些小的技术改进，但BJ212的汽车总成基本未变。BJ212已经不能适应当时军队的战术和战备要求。因此，当时的解放军总后勤部车船部会同第一机械工业部汽车局，联合向北汽下发了二代军车的设计任务书，要求设计、生产BJ212的升级产品——“BJ213”。

凭借当时北汽的资金实力和技术水平，完全自主地完成开发任务困难重重。因此，引进国外技术和利用外资改造老企业，开发和生产新产品，成为北汽的一个新的选择，与美国汽车公司（AMC）的合资，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实现的。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1979年1月16日，AMC的代表与北汽开始了首次接触。

美国的汽车产业曾经有140多家企业，近百年以来，企业的兼并重组不断。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汽车产业仅剩下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和AMC四家企业。

中美关系解冻后的1979年，美籍华人沈坚白先生随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邀请美国汽车公司的四位高管一起访华，开始与当时的第一机械工业部商讨建立合资企业的相关问题。当时，AMC也亟须寻找一个新的市场机会。由于世界汽车产业的竞争已经进入白热化状态，AMC一直专注于越野车的生产，在美国市场生存艰难，需要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上寻找新的商业机会。

第一机械工业部直接把AMC介绍给了北汽。AMC是美国最大的越野车品牌Jeep的生产商，北汽是中国最大的越野车品牌生产商。由于这是我国第一个汽车合资项目，没有先例可循，谈判变得十分艰苦，整整谈了4年时间。

1983年5月，我国汽车行业首家中外合资乘用车生产企业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BJC）签约成立。1984年1月15日公司开业，主要从事中高端轻型越野车的开发和生产，合资经营期限为20年。在合资公司中，中方总投资3 053万美元，持股68.65%，美方持股比例为31.35%。其中，北汽的BJ212南区厂房及生产设施作价660万美元。双方合同约定，AMC的最新型号的XJ即切诺基被敲定为主打产品。1985年9月，第一辆切诺基BJ2021下线。

1987年，美国汽车巨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收购了AMC，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的美国合资方改为克莱斯勒公司。此后，戴姆勒与克莱斯勒合并，2005年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更名为北京奔驰—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有限公司（BBDC）。2007年戴姆勒与克莱斯勒解除合并，当年北汽的合资公司也更名为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BBAC）。

尽管北汽与AMC的合资并不算成功，但该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的汽车产业结束了闭门造车的历史，进入了以合资为主的新时代。同时，北汽合资公司也为我国其他汽车制造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合资、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三、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的成立

北汽合资公司成立后不久，上海大众合资公司也正式成立。

上汽开始摸索与国外合作的时间比北汽还要早。早在1978年，当时的国家计委就提出要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拟引进一条轿车加工装配线。考虑到“上海”牌轿车是当时我国唯一量产的普通轿车，已经有一定的乘用车量产基础，决定将轿车加工装配线放在上海，以改造“上海”牌轿车。同年，上汽与外商合资建立轿车厂的报告报到国务院，得到批准。我国当时中央财政十分紧张，外汇短缺，国务院的批示中有一个附加条件，即要以贷款建厂并能在国外销售为条件。

国务院批示后，第一机械工业部有关部门向美国的通用、福特，日本的丰田、日产，法国的雷诺、雪铁龙，德国的奔驰、大众等国外主要汽车公司发出了邀请电，希望这些企业前来洽谈与上汽的合资事宜。丰田公司当时正在美国进行大规模投资，同时还在与我国台湾地区谈判30万辆汽车的投资项目，婉言谢绝了该邀请；奔驰公司因为不愿转让汽车制造技术，也谢绝了该邀请。其他汽车公司均回电，表示对与上汽的合资项目感兴趣，愿意尽快派代表来华商谈。

1978年10月21日，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率22人代表团来华洽谈轿车和重型汽车合作事宜，提出了中外合资经营的意见。此后，上汽按照中外合资项目的思路，先后与通用、福特、日产、雷诺、雪铁龙、大众等7家公司进行了接触。经过60多次的摸底和谈判，从国外各大汽车公司的情况看，以大众汽车公司提出的条件最好。此后，将谈判对象锁定为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但此后的进程并不顺利。一是由于我国进入了经济调整时期，所有项目一律暂停；二是谈判过程中，大众汽车公司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

1980年3月，以上汽代表为主的中国汽车代表团考察了德国、法国和奥地利的汽车工业。代表团对德国大众汽车公司的考察最为深入，除总装厂和发动机厂外，还参观了很多配套厂。考察中，双方商定大众公司下半年派大型代表团来华进一步商谈。当时，日本的汽车生产企业迅速崛起，在北美市场对大众汽车公司形成了很大威胁。为了扭转在北美市场的被动局面，大众汽车公司决定在中国建立合资企业，在新兴市场上获取新的市场份额。

但此后，大众汽车公司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各总裁的意见不一，特别是财务总裁认为在中国办厂投资巨大，不确定性因素较多，获利能力没有保障，而且很难按照中方要求做到合资公司的外汇平衡，坚决反对与上汽进行合资。1980年12月大众汽车公司谈判代表来北京提出终止项目。

在上汽的合资项目几乎无路可走的时候，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提出了修改方案，建议缩小投资规模，减轻大众汽车公司的负担。这一提议得到了德方的响应，使轿车合资项目得以继续进行。为了打消大众汽车公司对华投资的顾虑，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做出了一系列努力：一是将进口轿车的关税税率提高到80%~120%，限制进口轿车的数量；二是考虑到当时我国经济还不发达，轿车市场还不大，为此，降低中德合资公司的第一阶段的计划产量，如果未来国内汽车需求量增加，承诺优先考虑扩大与大众公司的合作；三是改变合资公司外汇平衡的限制条件，政府承诺拨出一定数量的外汇，支持上海建立轿车合资企业。

中方的诚意减少了大众汽车公司的疑虑，谈判进程大大加快。1980年6月，双方签订了100辆桑塔纳轿车CKD（全散件组装）试装配的协议和购货合同，商定了组装所需焊接、涂装、总装等装备的订货制造和人员培训计划，同时草拟了合资经营基础协议草案。与此同时，为支持上海大众的合资项目，消除德国人的担心，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决定参股合资计划，国家计委同意在5年内拨给合资公司1亿美元的外汇额度。即使如此，德国人仍心存疑虑，担心政府改变政策。为了彻底打消德方的疑虑，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决定入股上海大众项目，成为项目的股东。但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没有资金，最后通过向中国银行贷款出资合资企业。

1984年10月10日，中德双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订合作协议，我国第二家中外合资轿车生产企业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2015年12月更名为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中德双方各占50%的股份。中方的50%股份由3家机构共同出资，其中上汽25%，中国银行15%，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10%。

此后，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成为我国轿车合资项目的典范。

四、“三大、三小、两微”格局的形成

我国轿车合资的第三个项目是广州标致。1985年，广州汽车工业集团公司与法国标致汽车公司合资成立了广州标致汽车有限公司，生产标致504、505两款汽车产品。但合资公司成立后，产品一直没有更新换代，致使销售低迷，从1994年开始，合资公司连年亏损。到1997年，合资公司累计亏损高达29亿元，超过了资产总值（28亿元），资不抵债。1997年3月，法国标致公司以1法郎的价格将所持股份全部转给广州汽车工业集团公司，广州标致合资项目就此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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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我国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一汽和二汽的轿车生产也走上了合资之路。

改革开放以前，一汽一直生产高级轿车“红旗”，是我国唯一一家高级轿车生产企业。20世纪80年代初期，由于“红旗”轿车油耗高、技术落后，我国政府命令一汽停止“红旗”轿车的生产。1988年，一汽与德国奥迪公司签署了“奥迪100”的技术转让协议，次年开始了“奥迪100”的生产。从此，高档轿车“奥迪”代替了“红旗”，成为了政府部门的主要公务用车。1991年，一汽与德国大众公司合资成立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并开始生产大众公司的经济型轿车“捷达”。1996年，随着大众公司完成对奥迪公司的并购，一汽奥迪项目也并入一汽—大众。

东风汽车是我国汽车行业的另一家大型骨干企业，但从成立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一直专注于卡车生产。东风汽车进入轿车生产领域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情。由于东风汽车自身没有轿车生产的经验，因此最初的轿车生产就顺理成章地采取了与国外企业合作的方式。东风汽车选择了法国的雪铁龙汽车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并于1990年12月在巴黎与雪铁龙签署了合资协议。1992年5月，东风汽车与雪铁龙的合资公司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一期工程设计整车生产能力15万辆，发动机20万台。神龙汽车有限公司最初的产品为“富康”，是雪铁龙公司20世纪90年代开发的最新产品。

除上述中外合资的汽车生产企业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天津汽车工业公司（以下简称“天汽”）与日本大发汽车公司的合作项目。天汽没有生产轿车的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与其他企业一样选择了与国外合作的方式发展轿车生产。1986年，天汽与日本大发汽车公司合作，以许可证的方式引进了日本大发公司的夏利汽车的产品技术，由天津微型汽车厂生产夏利轿车。但与其他企业不同的是，天汽与日本大发公司的合作一直采取技术合作的方式，没有发展成为合资企业。

从1986年开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将汽车产业确定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发展本地汽车产业的积极性高涨。汽车产业是规模经济效果十分明显的产业。为了防止地方政府一窝蜂地发展汽车产业，避免汽车产业的重复建设，中央政府严格控制了轿车生产企业的数量，将轿车生产限定在了一汽、东风、上汽、北汽、天汽、广汽这六家企业，即所谓的“三大、三小”。所谓“三大”，就是指汽车生产规模较大的一汽、东风、上汽三家企业，其中前两家为中央直属企业；“三小”是指北汽、天汽、广汽这三家地方国有企业。

以发挥规模经济为目的的“三大、三小”政策并没有坚持多久，中央政府就对汽车市场的准入政策进行了调整。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的军工行业也加快了改革的步伐。为了将发展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80年代我国政府裁减了军队和军费开支，军品的需求大幅下降，军工企业生产能力出现过剩。为解决我国军事工业生产能力过剩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将部分军工生产能力转为民用产品生产，实施“军转民”。但与此同时，为了应对突发战事的需要，即使军品订单不足，一些国防建设必需的军工生产能力也必须保留下来，以便在需要时随时可以开始军品生产（当时称为“保军”）。由于20世纪80年代中央政府的财政资金十分紧张，中央政府要求“保军”的费用由军工企业自身负担，同时免除军工企业民用产品生产的所得税，利用民用产品生产的利润弥补“保军”的费用，实现“以民养军”。

为了给军工企业的民用产品发展留出足够的空间，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务院同意大型军工企业长安机器制造厂和贵州航空工业总公司涉足乘用车生产。1992年，贵州航空工业总公司与日本的汽车制造企业富士重工公司签订技术合作协议，由富士重工公司向贵州航空工业总公司汽车总厂提供“云雀”汽车的整车生产技术。1993年位于重庆的长安机器制造厂与日本的铃木汽车公司共同出资成立了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生产日本铃木公司的“奥拓”汽车。这样，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的乘用车行业又增加了两个新成员——重庆长安铃木汽车有限公司和贵州航空工业总公司汽车总厂，这两家企业被称为“两微”。至此，我国的乘用车生产企业从“三大、三小”扩展到“三大、三小、两微”8家企业，其他企业严禁生产轿车。

“三大、三小、两微”可谓中国汽车产业的“正规军”和“国家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通过合资或技术引进的方式获取国外的技术，在国内进行生产。由于当时我国对进口汽车征收很高的关税，国内市场处于被严格保护状态，属于卖方市场。“三大、三小、两微”生产的汽车产品很容易在市场上找到销路。

1995年，中国生产乘用车25万辆，按照8家企业计算，每家企业平均产量仅为3万余辆。而当时世界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美国通用汽车公司1989年生产汽车794.6万辆，位居第三的丰田汽车的产量为411.5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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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和德国的汽车企业数量都只有3家，法国仅有两家，日本的汽车企业数量较多，也不过7家。从上述简单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从当时我国汽车市场的规模来看，8家企业已经不少，竞争应该是比较充分的。但是，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三大、三小、两微”8家公司均只生产一两款乘用车产品，如，一汽—大众生产“捷达”，上海大众生产“桑塔纳”，神龙汽车生产标志“ZX”系列，北京吉普生产“切诺基”，天津汽车生产“夏利”，广州标致生产“标致505”，长安铃木和贵航工业分别生产“奥拓”和“云雀”，各家汽车企业生产汽车产品的档次和排量各不相同，加上地方政府对地方汽车市场的保护，各家汽车生产企业之间几乎不存在竞争关系。“三大、三小、两微”在几乎没有竞争的条件下生产产品，利润丰厚。



注释：


[1]
 李洪.中国汽车工业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249.


[2]
 二汽后改名为“东风汽车工业集团”，简称“东风”。


[3]
 刘志迎，丰志培，董晓燕.中国轿车产业发展——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M］.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25.


[4]
 李洪.中国汽车工业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37.


第四节　中国品牌的崛起——“地方武装”和“民兵”的诞生

由于国内市场受到高度保护的同时，乘用车生产企业的数量被严格控制，合资企业的高度垄断成为这一阶段乘用车产业组织的最主要的特征。虽然在这一阶段汽车产量增长很快，但合资企业主要生产合资外方在国外已开发的成熟车型，合资企业本身几乎没有进行独立的研发活动。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迅速提高了我国的乘用车生产能力，但汽车市场的关键技术仍然掌握在合资企业的外方手中，没有换来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以市场换技术”的成效甚微。

正是由于乘用车生产的利润十分丰厚，各地方政府都想方设法发展本地的乘用车工业，“不发展汽车就是傻子”，成为地方政府的共识；一些民营企业也摩拳擦掌，准备进入乘用车行业。同时，我国政府认识到了以合资为主的发展道路的弊端后，开始对乘用车产业的准入政策进行调整，放开了对民间资本的限制，我国乘用车产业的发展模式从以中外合资为主转变为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国品牌企业共同发展。

一、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

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97年3月，是由安徽省及芜湖市５个国有投资公司共同出资17.52亿元兴建的国有股份制企业。奇瑞公司起源于安徽省芜湖市地方政府的汽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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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芜湖市地方政府一直想成立地方的乘用车生产企业，但由于国家政策严格限制“三大、三小、两微”以外的企业的乘用车生产，芜湖市的乘用车生产项目只能秘密地进行，对外称“安徽汽车零部件工业公司（筹备处）”，对内则称为“951秘密工程”（即“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1号工程”）。

奇瑞公司的诞生可以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所谓“无知”，是指芜湖市政府部门掌握的汽车产业的知识并不充分，知之甚少，不知道发展乘用车产业的难度。当时，芜湖市几乎没有发展汽车产业的基础，既缺乏足够的资金，也没有发展汽车产业所需的人才和技术。

1991年，芜湖市政府提出了建设“汽车城”的目标，将汽车及其零部件作为芜湖市的主导产业。在当时，所有熟悉汽车产业的人都认为芜湖市政府的“汽车城”仅仅是一个“汽车梦”，不可能实现。1995年1月，芜湖市领导人考察欧洲汽车产业时，得知英国福特的一条发动机生产线要出售，于是抓住这个机会，正式启动汽车项目。

汽车企业的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和技术。为了获得人才，芜湖市政府确定了以一汽管理者为主要对象的“挖人”策略。1995年，芜湖市政府代表团参观一汽时，发现了一位安徽巢湖老乡——时任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总装车间主任兼物流科科长的尹同耀，于是力邀尹同耀回芜湖主持汽车项目。1996年11月开始，尹同耀成为奇瑞公司的总经理。

1999年12月18日，第一辆奇瑞轿车成功下线。但当时奇瑞汽车是在没有获得国家颁发的汽车生产许可证的条件下开始生产的。为了解决奇瑞公司的生存问题，安徽省和芜湖市指定奇瑞汽车为当地的出租车用车，并为其发放牌照。

为了解决奇瑞汽车的“准生证”问题，奇瑞公司和上汽集团进行了谈判。最后，奇瑞公司同意将35 040万元的资产无偿划给上汽集团，借用上汽集团获得的国家经贸委颁发的汽车生产许可证，通过与上汽集团合作换取了奇瑞汽车的“准生证”。

没有任何汽车技术的奇瑞公司，其汽车产品的技术最初只能以引进和模仿为主。奇瑞的第一款汽车实际上是引进的德国大众公司下属的巴塞罗那西雅特（Seat）公司已经淘汰的Toledo车型和平台，车身设计由国外设计公司完成，发动机技术采用的是奇瑞从英国购进的福特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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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瑞的第一款汽车就是由各种国外技术“杂交”而成的。

2001年，奇瑞轿车正式上市的第一年，便以单一品牌在市场上销售了2.8万辆。2002年，奇瑞轿车产销量突破5万辆，在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占有率达4.4%，成功跻身国内轿车行业“八强”之列。2003年3月，第10万辆奇瑞轿车成功下线。2004年8月，第20万辆奇瑞轿车成功下线。2005年销售18.9万辆，在全国轿车市场占有率上的达6.7%，在我国轿车行业排名第七。2006年3月，第50万辆奇瑞轿车成功下线。2006年完成销售30.52万辆，在全国市场上的占有率达7.2%，位居全国乘用车行业第四名。

奇瑞公司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乘用车生产领域“地方武装”的崛起。

二、吉利汽车的诞生

尽管奇瑞公司不包含在“三大、三小、两微”之中，但奇瑞还是一家地方国有企业。与奇瑞不同，吉利公司则是一家完全由个人出资的民营企业。

吉利公司的创始人李书福是浙江台州市的民营企业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李书福就试图进军乘用车生产领域。为了获得汽车生产许可证，李书福曾经多次向各级政府部门请示并与之协商，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地简单而明确：“不行”。的确，当时国家严格禁止新企业进入乘用车生产领域，“三大、三小、两微”之外的企业根本不可能获得乘用车的生产许可证。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吉利不可能像奇瑞那样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只能自己寻找生存之道。

1997年吉利公司与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四川德阳汽车厂合资成立“四川吉利波音汽车有限公司”，吉利占70%的股份，获得了四川德阳汽车厂拥有的生产和销售汽车的许可权。此后，吉利又购买了剩余的30%的股份，并拿着四川吉利的“汽车生产目录”在浙江台州建立了第一个吉利汽车生产基地。就这样，吉利公司采取“曲线入市”的方法获得了汽车生产的“准生证”，进入了汽车市场。但是，这一“曲线入市”的过程并不顺利。四川德阳汽车厂拥有的汽车生产目录为6字头客车目录，而不是7字头的乘用车生产目录。因此，借壳的吉利只能生产4米以下的两厢车。1998年8月8日，吉利模仿夏利的“豪情”两厢轿车在临海市下线。1999年，吉利生产“豪情”轿车1 600多辆，2000年，突破1万辆，2001年，产销量达到2.4万辆。

1999年，吉利公司开始了宁波生产基地的建设，2000年5月17日，宁波基地第一辆汽车“美日”下线。此后，李书福的弟弟在上海再建新的生产基地，后改名为上海华普汽车。至此，吉利汽车的临海、宁波、上海三个基地均已建成，完成了吉利公司的基本战略构架。

为了实现企业的轿车梦，吉利公司再次走上“买壳”之路。2001年，吉利与拥有7字头轿车生产目录的江南机器厂合资成立江南吉利，准备生产吉利公司独自开发的三厢车。但就在2001年年底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前夕，由于内外部环境的种种变化，政府部门放松了对汽车准入的限制政策，吉利汽车的“豪情”和“美日”系列的四款乘用车登上国家经贸委发布的中国汽车生产企业产品公告，名正言顺地获得了“准生证”。就这样，吉利公司成为中国首家获得乘用车生产资格的民营企业。

由于受到资金的限制，吉利汽车在发展初期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国外技术的引进，只能采取模仿的办法。“豪情”采用的是模仿天津夏利的技术，通过反向工程获得数据，绘制汽车设计图纸，发动机从天津丰田发动机公司购买。

吉利汽车的出现，是我国乘用车领域“民兵”诞生的标志。

1997年奇瑞和吉利公司成立，此后华晨、长城、力帆、江淮、比亚迪等中国品牌也相继成为中国乘用车品牌的新生力量。同时由于政府放宽了对外资企业进入的限制，更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中国的汽车产业，乘用车生产的产业组织的特点从以少数合资企业为主的寡头垄断转变为合资企业群雄争霸，内资企业“与狼共舞”，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三、中国品牌乘用车发展的外部条件

由于汽车产业具有产业链长、产业关联效应大、附加价值高等特点，我国的许多地方政府都曾经跃跃欲试，试图通过发展汽车产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很多民营企业也想进入汽车生产领域，在汽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为防止投资分散、中小企业林立的现象在乘用车领域重演，中央政府对乘用车产业实行了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严格限制乘用车行业的企业进入，不仅不允许民营资本进入乘用车产业，而且限制了地方政府在乘用车产业的投资。2001年，中国政府修改了对乘用车准入的严格限制政策，发放了新的生产许可证。

地方政府一直试图在当地生产乘用车，其动力源于其发展地方经济的目的；而民营企业想生产乘用车，原因是乘用车生产的利润丰厚。中央政府的政策调整使得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进入乘用车产业具有了政策环境。但是，乘用车的生产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新进入的企业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同时，汽车产业的规模经济效果十分明显，新进入的企业需要足够的资金实力；此外，乘用车是十分复杂的工业产品，新企业的进入需要外部的原材料、零部件供应体系的支撑。

对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乘用车产业的中国品牌企业来说，它们既无资金实力，也没有乘用车产业相关的技术积累，还要与实力异常强大的外资品牌正面竞争，这些企业依靠什么力量实现了进军乘用车产业的梦想？当时我国的如下外部条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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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需求的快速增长和低价格产品的缺失。

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乘用车需求快速增长，从1997年到2009年，中国的乘用车需求年均增长率高达20%以上，呈现出井喷增长的态势。同时，在“三大、三小、两微”体制下，中国的乘用车企业的产品集中在中高端市场，低端市场仅有夏利、奥拓、云雀等几款产品，且价格偏高，难以满足迅速增长的低端客户的需求。20世纪90年代，也是中国进入汽车社会的开始，许多家庭已经有能力购买私家轿车，但由于这些家庭的经济实力相对较弱，没有能力购买合资企业生产的中高端产品，其需求主要为低价格产品。家庭乘用车需求的出现，为中国品牌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条件。

第二，较为成熟的零部件供应体系，特别是外资零部件供应商的存在。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就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汽车零部件供应体系，但主要是为当时的卡车生产提供配套。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乘用车合资企业的发展，与之配套的内外资零部件体系日益完善，这些配套企业相对成熟，技术水平较高。较完善的零部件供应体系的存在使得以模仿外资企业产品为主的中国品牌企业可以较容易地获得零部件的供给。发动机相当于汽车的“心脏”，变速箱是汽车的关键零部件总成，这两个汽车的核心零部件总成产品不仅技术难度大，而且决定了汽车的性能和质量。因此，世界各国的主要乘用车生产企业都会将发动机和变速箱的生产放在企业内部，对于新进入乘用车生产领域的企业来说，发动机和变速箱技术的获取是很困难的。

但万幸的是，1997年和1998年，三菱自动车工业株式会社与中国航天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合资成立了沈阳航天三菱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简称“航天三菱”）和哈尔滨东安汽车发动机制造有限公司（简称“东安三菱”），这两家合资公司的主要产品就是乘用车的发动机和变速箱。这两家合资企业的成立，为中国品牌乘用车企业解决了发动机和变速箱的供给难题。因此，多数中国品牌乘用车企业在成立初期，使用的都是上述两家合资企业的发动机和变速箱。三菱是中国乘用车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三菱血统的汽车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很小，但三菱的发动机和变速箱却成了其在中国市场的主要盈利产品。

外资零部件企业对于中国品牌乘用车企业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对于乘用车制造企业来说，仅仅有了发动机、变速箱和其他零部件还不够，发动机需要与变速箱及整车进行匹配。这一匹配过程技术含量高，对于新进入企业是一大难题。在中国品牌企业开始乘用车生产时，同样遇到了这一技术瓶颈。博世等世界主要零部件供应商手中掌握相关技术，这些外资零部件企业的在华分公司在为中国品牌乘用车企业提供零部件供给的同时，也帮助中国品牌企业解决了发动机与变速箱及整车匹配的技术难题。

第三，独立的技术供应商的存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汽车产业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欧洲的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陆续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独立技术供应商。这些企业并不掌握全部的汽车技术，但在汽车的外观设计等专业技术领域具有极强的技术实力，依靠其在某一特定领域的专业技术为汽车制造企业提供技术外包服务。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商也逐渐加强了与这些独立技术供应商的合作，将一些技术开发委托给这些企业完成。对于中国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来说，独立的技术供应商的存在，使其可以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解决技术难题。

从上述分析不难发现，与改革开放以前的北汽、一汽、上汽的乘用车的封闭式研发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品牌乘用车企业是在开放的环境下，充分利用国内和国外两种资源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有着十分明显的时代特征。尽管汽车合资企业的发展没有给中国的投资方带来汽车技术，但合资企业的兴起带动了外资零部件企业的进入和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为中国品牌乘用车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供给基础。

四、中国品牌乘用车企业进入方式的选择

中国品牌企业要想顺利进入乘用车生产领域，不仅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还需要选择合适的进入方式。中国品牌乘用车企业的进入方式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起步阶段，以模仿合资企业产品为主


通过反向工程的方式，对已有产品进行仿制，是后发国家的企业发展汽车产业的必由之路，过去的日本和韩国就是如此，中国品牌汽车生产企业也不例外。模仿的优点在于，获得产品技术的时间短、成本低，而且被模仿的外资企业的产品多为销量很好的产品，已经在市场上得到检验，可以降低新进入企业的市场风险。1998年下线的吉利汽车的第一款乘用车，就是模仿夏利的“豪情”两厢车。而比亚迪最初的两款畅销车“F3”和“F6”更是丰田的卡罗拉和凯美瑞的复制品。但与当年的日本、韩国不同的是，在中国品牌起步的时候，中国的国内市场已经是相对开放的市场（日本和韩国在汽车产业发展初期严格限制外资企业的进入），国内市场已经有了合资企业的产品，中国品牌模仿合资外方的产品更为容易。不仅如此，由于合资企业已经在国内建立了完整的零部件供应体系，模仿合资外方的产品，可以较容易地借用合资企业的零部件供给体系，发挥后发优势。


（二）从低端市场切入，充分利用低成本优势，生产低价格产品


超强的模仿能力和低成本能力是中国企业的独特优势。中国品牌企业在开发乘用车产品时，充分利用了这两项优势。因为缺乏品牌知名度，产品性能和质量较差，所以最早进入乘用车领域的中国品牌企业几乎都选择了价格低廉的低端市场。选择这一市场的好处在于当时的中外合资企业将重点放在了价格和利润率较高的中高端市场，低端市场竞争产品较少，新进入企业容易生存。同时，低端市场的一个特点是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程度高，对性能和质量的敏感程度较低。在低端市场上，中国品牌企业不仅可以很好地发挥低成本的优势，同时还可以规避产品性能和质量较差的劣势。

要生产低价格汽车，不仅需要压缩企业利润，还必须降低生产成本。为此，中国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进行了种种努力。为了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国品牌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普遍采取了“统一规划，分步实施”的做法，在生产环节尽可能使用手工劳动，减少机械设备的使用。零部件采购成本在汽车生产成本中占据最主要的份额，为了降低零部件采购成本，中国品牌企业尽可能利用包括外资企业的供应商在内的已有零部件供应渠道。


（三）延长售后服务弥补产品质量的不足


对于一般家庭而言，汽车是除住房以外最大的消费品。因此，即便是低端汽车市场，消费者仍然会关注汽车的性能和质量。对于汽车的购买者而言，不仅要考虑汽车的购买成本，还要考虑包括汽车的修理成本在内的使用成本，因为如果汽车的质量太差，修车成本就将变得很高。为了弥补产品质量的不足，使消费者放心购买中国品牌产品，中国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采取了延长保修期的措施，即在销售合同中承诺延长保修期。一般而言，合资乘用车的保修期都限制在2年（4万公里）和3年（6万公里），而很多中国品牌乘用车将保修期延长到5年（10万公里）。



注释：


[1]
 路风，封凯栋.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8.


[2]
 吴贵生.创新管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之路［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106.


[3]
 在吴贵生主编的《技术创新管理：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之路》第4章“创新实践：中国产业和企业创新案例”中，吴贵生等人使用“开放条件下的汽车产业创新系统”一词概括了自主品牌汽车企业的进入条件，本书在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第五节　“国家队”开发中国品牌

在允许奇瑞、吉利等企业进入乘用车生产领域之后，中国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三大、三小、两微”的合资限制，将每一家国内企业只能与一家外资企业合资改为允许与两家国外汽车企业同时合资。以此为契机，美国的通用、福特，德国的宝马、奔驰，日本的丰田、本田、日产，韩国的现代、起亚，意大利的菲亚特等世界著名跨国汽车企业纷纷来华投资，与中国的“三大、三小、两微”企业设立新的合资企业。至此，世界主要汽车生产企业悉数进入中国市场。外资企业的广泛进入，“地方部队”和“民间武装”的崛起，打破了“三大、三小、两微”的垄断，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中国城市的道路上行驶着世界各国品牌的汽车，却很少有中国的品牌，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发展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在我国的汽车生产企业中，真正具有资金和技术实力的企业是一汽、东风、上汽、北汽等“三大、三小、两微”核心企业组成的“国家队”。这些走中外合资路线的大型国有汽车生产企业，长期以生产合资外方的品牌为主，几乎没有进行中国品牌的研发和生产。对于这些企业而言，生产外国品牌的乘用车就像开动印钞机一般，省力、风险小且利润丰厚，根本没有开发和生产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动力。为了促进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发展，中国政府开始向一汽、东风、上汽等大型国有汽车生产企业施加压力，要求这些企业利用自身的技术和资金优势独立自主地开发中国品牌乘用车。

与此同时，政府也要求中外合资汽车企业开发中国品牌乘用车，试图通过这一办法将合资企业的技术引入中国品牌的开发。在这一背景下，又催生了两类中国品牌乘用车：一是大型国有汽车企业独立开发的中国品牌，如一汽“奔腾”、东风“风神”、上汽“荣威”、广汽“传祺”、北汽“绅宝”等，可以称之为“国家队中国品牌”；二是中外合资汽车企业的中国品牌，即中外合资汽车生产企业在我国独立开发的中国品牌，如广汽本田“理念”、通用五菱“宝骏”、东风日产“启辰”、东风本田“思铭”等，可以称之为“合资中国品牌”。

以上两类中国品牌是在政府压力下产生的，带有很强的政策目的。“国家队中国品牌”是由一汽、上汽、东风、北汽、广汽等国企单独出资成立的乘用车公司开发的中国汽车品牌，与合资外方没有任何资本关系，其知识产权完全归中方（国有汽车企业的乘用车生产公司）所有；而“合资中国品牌”是由一汽、上汽、东风、北汽、广汽等国企控股的合资企业开发的中国品牌，企业资产归合资双方所共有，知识产权亦归属于合资公司。

一、“国家队中国品牌”的开发

与奇瑞、吉利等后来加入的地方国企和民营企业的中国品牌的发展模式不同，“国家队中国品牌”的发展是在利用中外合资企业的技术资源的基础上开始的，其起点远远高于以奇瑞为代表的“地方武装”和以吉利为代表的“民兵”。“国家队中国品牌”的技术来源有两个渠道。


（一）直接购买国外的汽车平台技术，以此为基础开发中国品牌


中国汽车产业的崛起之日正好与西方一些国家汽车产业的衰败之日相吻合。20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瑞典等西方国家的汽车产业逐渐走上衰败的道路，一些汽车生产厂家出现大规模亏损，甚至资不抵债，企业经营难以为继。而这些企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资源。我国的汽车企业在这些企业即将退出世界汽车舞台之际，购买了这些企业的技术和开发平台，以此为基础开发和生产了“国家队中国品牌”，南汽的“名爵”（MG）
[1]

 、上汽的“荣威”和北汽的“绅宝”就是典型代表。

南汽的历史可追溯到1947年，1958年3月制造出了我国第一辆轻型载货汽车，命名为“跃进”牌汽车，南京汽车制造厂就此诞生。2002年1月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成立。2005年7月22日，南汽成功收购了英国罗孚公司（MG-Rover）和动力总成公司的资产，开了中国企业收购国外著名汽车企业的先河。从此，MG成为南汽旗下的乘用车中国品牌。南汽试图通过购买罗孚公司的技术、品牌和其他资产，高起点、低成本、快速度地实现自主创新和国际化战略目标。2007年4月，上汽集团全面收购了南汽，成为南汽的母公司。

上汽旗下的中国品牌乘用车“荣威”的技术来源与南汽相同，是上汽单独收购的英国罗孚公司的“罗孚75”的知识产权和技术平台，即上汽和南汽的技术购买自同一家英国公司——罗孚公司，所不同的是，南汽购买了包括MG品牌在内的技术和知识产权，而上汽仅仅购买了知识产权，没有购买“罗孚”品牌。以“罗孚75”的技术平台为基础，上汽开发了中国品牌乘用车，并将其中国品牌命名为“荣威”。

与上汽相同，北汽的中国品牌“绅宝”汽车是在收购的瑞典萨博公司的“SAAB93”“SAAB95”平台核心技术基础上研发的中国品牌产品。

萨博公司由斯堪尼亚汽车公司和瑞典飞机有限公司合并而成，原飞机公司瑞典文缩写为“SAAB”，后即作为该公司乘用车的品牌标志。瑞典萨博汽车公司脱胎于飞机制造企业，并于1947年推出了首部具有领先科技水平的SAAB92型轿车。此后，萨博逐步成长为欧洲的高档汽车生产企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但进入20世纪后期以后，萨博公司逐渐走入衰败，1990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购入了萨博汽车公司50%的股份。2000年，通用汽车公司完全收购萨博汽车公司，并于当年8月启用了萨博的新图标。2010年，荷兰跑车制造商世爵从通用汽车公司手中收购了萨博。通用汽车公司和世爵公司收购萨博后，并没有改变该品牌的衰败命运，2011年12月，萨博正式向瑞典法院递交破产申请。

2009年12月，北汽收购了“SAAB93”“SAAB95”平台等核心技术，并以此发展中国乘用车高端品牌。北汽没有购买萨博的品牌，因此无法使用萨博的商标。由于“萨博”曾在港澳地区译作“绅宝”，因此北汽基于萨博的技术平台开发的中国品牌乘用车也命名为“绅宝”。


（二）利用合资外方的成熟技术开发中国品牌


如前所述，我国的中外合资汽车企业生产的都是外方在国外开发的成熟产品。由于没有开发能力，因此在开发中国品牌产品的初期，这些大型的国有汽车企业集团如果不购买国外的技术平台，就必须借助和模仿中外合资企业曾经生产过的产品。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既可以较为容易地获得合资外方的技术支持，又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中国品牌汽车的研发。

一汽“奔腾”、东风“风神”、广汽“传祺”等均是模仿中外合资企业原有产品的产物。

二、“合资中国品牌”的开发

“合资中国品牌”是指中外合资汽车生产企业在我国独立开发的中国品牌。与“国家队中国品牌”相同，我国的“合资中国品牌”也是政府政策指导和催生的产物。

我国汽车产业走合资道路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以市场换技术”，即通过与国外企业合资经营获得国外企业的先进技术。但从结果来看，中外合资企业的建立提高了国内的乘用车生产能力，却没有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中外合资汽车企业生产的汽车几乎都是合资外方的成熟产品，很少在我国开展产品研发活动。对于中外合资企业而言，这是最为经济合理的选择，因为研发活动的基本特征是高投入、高风险。对于中外合资企业的外方投资者而言，将国外母公司开发的成熟车型拿到中国生产，至少有如下三个好处：一是可减少研发投入，降低经营风险；二是可避免产品研发的重复投入，并可以从合资企业收取一定数额的技术转让费和专利使用费；三是可更多地使用进口零部件，获得进口零部件的收入。中外合资企业不进行研发活动的结果是，产品技术和工艺技术等仍然掌握在合资外方手中，“以市场换技术”的目标并未实现。

为了促进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近些年来我国政府开始对中外合资汽车企业施加压力，要求合资企业在我国国内开发和生产具有中国知识产权的汽车产品，而不再是仅仅生产国外开发的成熟汽车产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中外合资企业在华的新产品开发作为新工厂建设审批的必要条件。在这一强有力的政策的推动下，主要中外合资企业纷纷在华建立研发中心，在国内开始了研发活动，并陆续推出了一系列“合资中国品牌”的乘用车。广汽本田的“理念”、上汽通用五菱的“宝骏”以及东风日产的“启辰”均是这一模式的先行者。2013年上海车展期间，朗世、华骐、首望、之诺、天越、开利、佳跃等新的合资中国品牌集体亮相，阵营进一步扩大。

目前，中外合资企业开发中国品牌汽车产品的时间还很短，尚处于起步阶段。从已开发的产品来看，基本上都是以合资企业原有产品为基础进行开发的，是原有合资车的换代车型。

由于中外合资企业开发的“合资中国品牌”近年来刚刚开始起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因此不将其作为本文的研究对象。



注释：


[1]
 2007年4月，上汽全面收购南汽，MG亦成为上汽品牌。


第二章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成就与差距分析

中国汽车产业于1953年起步，2009年中国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和销售大国，成为世界汽车生产企业的必争之地。2017年，中国的汽车产量和销量分别达到2 901.5万辆和2 887.9万辆，连续9年稳居全球之首，占全球销量的1/4。

上一章对中国品牌汽车产业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回顾，本章将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成就和现状进行分析。


第一节　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成就

一、中国汽车产业的产销量变化

中国汽车产业于1953年起步，1955年，中国汽车的全年产量只有61辆，1956年，汽车产量达到1 654辆。1958年，汽车产量突破万辆大关，达1.6万辆。此后，我国的汽车产量整体呈现出增加趋势，1960年达到2.3万辆，除1961年和1962年产量低于1万辆外，其他年份均维持在1万辆以上。1971年，产量突破10万辆大关，达到11.1万辆。中国汽车产业的大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8年突破50万辆，1992年突破100万辆大关，从起步到突破100万辆大关花费了近40年时间。此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2000年产量超过200万辆，即汽车产量从100万辆到200万辆花了8年时间。2001年后中国的汽车产量以每年100万辆左右的速度递增，2002年到2004年分别突破300万辆、400万辆和500万辆大关。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720多万辆，跃升为世界第3位，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汽车生产大国。从产量上看，到2006年为止，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虽然比日本慢一些，但超过了韩国。2009年，中国汽车产量超过1 000万辆，达到1 379.1万辆；2013年，突破2 000万辆大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年产量超过2 000万辆的汽车生产大国（见表2-1）。


表2-1　中国历年汽车产量　单位：万辆

[image: ]


[image: ]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汽车工业年鉴》。

从表2-1中的数据还可以看出，21世纪的前10年，是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最快的10年。其间，中国汽车产业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全国汽车生产量从2000年的206.82万辆增长到2010年的1 826.46万辆，十年时间产量增长了近8倍，年均增长率为24.3%。从世界汽车产业发展历史来看，十年内保持20%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是绝无仅有的。

表2-2反映了2000年以后中国汽车产销量及占世界产销量比重的变化。

十年的快速增长，使中国的汽车产量占全球汽车产量的比重由2000年的3.6%增长至2010年的23.5%，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大国。2012年，中国汽车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22.9%，销量占全球总销量的23.3%，产量、销量均超过了全球的1/5。


表2-2　2000—2011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及占世界产销量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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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12）［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398.

表2-3是2012年汽车销量排名前20国家，从该表中的数据可以清楚地看出，2012年中国已经稳居全球汽车销量之首，比排名第二的美国的销量多450多万辆。中国的销量高出位列第三的日本更多，约为1 400万辆。今天，中国已经稳居世界汽车产销量第一大国的位置，在今后几十年时间里，几乎不太可能有哪个国家可以挑战中国的汽车第一产销量大国的地位。


表2-3　2012年汽车销量排名前20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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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大众汽车集团（中国）.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报告（2012）［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401.

表2-4是我国历年汽车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及汽车产业就业人数的数据，此数据仅仅是整车和零部件生产企业的数据，没有包含原材料等汽车相关产业。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1992—2011年，汽车工业增加值占全国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基本在3%以上；2009年，全年汽车工业职工平均人数已经超过200万人，汽车产业成为我国的重要支柱产业。


表2-4　历年汽车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及汽车产业就业人数

[image: ]


[image: ]


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2［Z］.《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期刊社，2012：512.

二、中国汽车产业的进出口变化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中国的汽车产业就难以满足国内的市场需求。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汽车的进口量也呈现出递增的趋势。如表2-5所示，1985年，中国进口汽车数量达35.4万辆。
[1]

 此后，汽车进口数量回落，但2000年以后，汽车进口再次呈现出连续上涨的趋势。2011年汽车进口数量超过100万辆，2012年达到113.2万辆。

中国汽车产品的出口开始于1960年，当年出口数量仅为341辆，不足当年进口数量的2%。此后，尽管出口数量呈现出增长趋势，但到2004年为止，中国的汽车出口数量一直低于进口数量。2005年，中国的汽车出口数量达到164 258辆，进口数量为161 324辆，出口数量首次超过了进口数量。2006年到2008年，出口数量迅速增长，远远超出进口数量。其中，2007年的出口数量达到61.4万辆，进口数量为31.4万辆，出口和进口的差额为30万辆。但如果从中国汽车的进出口金额来看，即使在出口数量远远大于进口数量的2007年，中国汽车进口的金额为110亿美元，出口金额为73亿美元，仍然是出口金额低于进口金额。这一数据说明，进口汽车和出口汽车在产品上存在巨大差异。进口汽车多为高级轿车，价格昂贵，出口汽车则为低档轿车和货车，价格低廉。

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的汽车出口数量出现下降，而进口数量持续增加，导致汽车进口数量再次超过出口数量。此后，中国汽车的出口数量再次增加，与此同时进口数量持续增长，到2012年为止，尽管中国的汽车进口数量仍然大于出口数量，但其数量差距已经不大。而从金额来看，2012年全年的进口金额为476.8亿美元，出口金额为137.3亿美元，中国的汽车进口金额仍然远远大于出口金额。


表2-5　中国的汽车进出口数量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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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3［Z］.《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期刊社，2013.

中国汽车产品进口金额远远大于出口金额的主要原因是进出口汽车的产品结构不同。从表2-6的数据可以看出，2012年，中国汽车的进出口数量差距不大，进口略大于出口。但通过分析汽车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可以发现，在2012年的进口汽车中，乘用车为110.87万辆，占到中国汽车进口总量的97.94%，而中国出口的乘用车数量为58.77万辆，占出口总量的57.86%，即2012年，中国乘用车的进出口差额为52.1万辆。同年，中国进口商用车数量为2.3万辆，出口量为42.80万辆，出口量占中国出口汽车总量的42.14%，商用车的出口和进口的差额超过40万辆。从上述数据还可以看出，中国是价格较高的乘用车的进口国、价格较低的乘用车的出口国。

观察表2-6中乘用车中的轿车产品的进出口结构可以发现，在进口产品中，排量在1 500mL到2 500mL（汽油，下文同）之间的中型轿车数量最多，为21.4万辆，其次为排量在2 500mL到3 000mL之间的大排量轿车，为10.39万辆，排在第三位的是排量大于3 000mL的超大排量轿车，数量为6.49万辆。而在中国出口的轿车产品中，数量最多的产品是排量在1 000mL到1 500mL之间的小型轿车，数量为29.28万辆，其次为排量在1 500mL到2 500mL的中型轿车，数量为16.48万辆，排在第三位的是排量小于1 000mL的微型轿车。单纯地计算一下进出口轿车的平均单价[进（出）口金额/进（出）数量]可以发现，2012年中国进口轿车的平均单价为4.38万美元，出口轿车的平均单价为0.72万美元，进口轿车的平均单价为出口轿车平均单价的6.08倍。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出口的乘用车主要是价格低廉的小排量轿车，而进口的汽车产品主要为高价格的中、大排量轿车。

进一步观察中小型轿车的进出口数据可以发现，排量为1 000~1 500mL的轿车的出口量为29.28万辆，进口数量为4.4万辆。但出口轿车的平均单价（出口金额/出口数量）为0.69万美元，而进口汽车的平均单价（进口金额/进口数量）为2.19万美元，进口汽车的平均价格为出口汽车的平均价格的3.18倍。通过计算排量为1 500~2 500mL轿车的进出口平均价格可以发现，出口平均价格为0.83万美元，进口平均价格为2.82万美元，为出口汽车的平均价格的3.39倍；排量为1 000mL及以下的轿车的出口平均可价格为0.43万美元，进口平均价格为1.09万美元，进口汽车的平均价格为出口汽车的平均价格的2.53倍。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在中低排量轿车领域，中国的汽车企业不仅基本可以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而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出口能力。但是，即使在轿车中的低价格领域，中国出口轿车的价格也远远低于进口轿车的价格，而且随着排量的增加，价格的差距越来越大（排量为2 500～3 000mL的轿车除外）。这说明，在轿车的国际市场上，中国汽车企业也是以低价格为主要武器，出口廉价的乘用车产品。


表2-6　2012年汽车产品进出口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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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3［Z］.《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期刊社，2013：336.

表2-7为2012年中国
[2]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汽车产品贸易数据，国家和地区按照进出口贸易总额排序，共计100个国家和地区。从表2-7的数据来看，中国汽车产品的主要进口市场为德国、日本、美国、韩国、英国等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主要出口市场为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德国、英国等国。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表2-7中的进出口数据不仅包括了汽车整车，而且包括了发动机、零部件等汽车相关产品。因此，从表面上看，除俄罗斯外，中国汽车产品的主要进口市场和出口市场基本一致，似乎中国与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形成了分工。


表2-7　2012年中国与其他国和地区的汽车产品贸易额　单位：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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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3［Z］.《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期刊社，2017：337.

但实际上，随着德、日、美、韩等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的汽车生产企业与中国汽车生产企业合资生产汽车，其主要零部件供应商也随之进入中国市场从事零部件配套生产。在我国合资生产汽车的德、日、美、韩等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的整车生产企业来华投资的目的就是占领中国国内市场，“在有市场的地方进行生产”是这些跨国公司的基本理念，因此其产品的销售以中国的国内市场为主，很少出口。但与整车生产企业不同，国外的零部件供应商在生产布局上更多地考虑生产成本，“在便宜的地方进行生产”是其基本理念。由于在中国生产的综合成本较低，因此外资零部件供应商进入中国以后，在为中国的汽车制造企业提供配套产品的同时，还会把一些零部件产品出口到国外市场。因此，我国对德、日、韩等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出口的主要产品不是汽车整车，而是零部件产品，而且零部件的主要出口企业是外资企业，而非内资企业。

此外，从进出口金额上看，德国、日本、韩国、英国、法国的对华汽车出口金额远远大于从中国的进口金额，特别是德国对华的出口是进口的13倍以上。在中国的主要汽车贸易对手中，只有美国从中国的进口金额超过了对中国的出口金额。

中国整车出口的目的地主要是非洲、中东等进口关税较低、没有汽车工业或汽车工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整车出口的主要企业是本国企业，而非合资企业，这是中国汽车出口的主要特点。

从中国汽车进出口贸易的整体情况来看，尽管中国的汽车产业有了长足的进展，已经具备了出口到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的能力。但是，与德、日、美、韩等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家相比，中国的汽车产业尚有很大差距。首先，中国汽车出口的主要市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尚难以在主要发达国家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其次，出口到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也是低价格的小排量轿车和商用车，附加价值低。从汽车产量上看，中国已经是汽车生产大国，但从对外贸易看，中国离汽车制造强国尚有很大差距。



注释：


[1]
 正文中的数据与相关的表中的数据因四舍五入的原因存在细微出入，下同。


[2]
 因统计原因，这里指我国除港台澳之外的地区。


第二节　中国汽车产业的差距分析——基于国际比较的视角

上一节利用统计数据对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成就和整体现状进行了简要的分析。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大致得出了一个基本结论，即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也是中国汽车产业迅速发展的几十年，中国从一个汽车小国一跃成为首屈一指的汽车大国，但我们还没有实现从汽车弱国向汽车强国的转变。“大而不强”，是对中国汽车产业现状最准确的概括。

一、中国汽车产业出口的国际比较

一个产业的出口状况通常反映了该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汽车产业也不例外。从当今世界来看，几乎所有的经济大国同时也是汽车产业的强国和出口大国。主要国家汽车出口量数据见表2-8。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汽车出口最多的国家是日本，出口数量为467.5万辆，排在第二位的是德国，出口数量为440.5万辆，第三位为法国，出口数量是437.3万辆。韩国紧随法国，排在第四，出口数量为308.9万辆。美国和西班牙分列五、六位，出口数量为209.1万辆和188.0万辆。英国的出口量为124.9万辆，位列第七。上述七个国家的出口量均超过了100万辆。

2013年，中国的汽车出口位列世界第八，出口量为97.7万辆。汽车出口排在中国后面的是同为新兴经济体的印度和巴西，它们2013年的出口量均不足70万辆。在主要汽车出口国中，意大利排在最后，出口量为39.3万辆。

与其他主要出口国相比，中国汽车出口的一大特点是商用车出口比重大，这一特点与意大利极为相似。中国的商用车出口量仅次于日本、法国、美国和西班牙，超过了德国，是全世界第五大商用车出口国。而其他国家出口的主要产品均为乘用车，商用车所占比重较低。如果仅观察附加价值较高、代表一个国家汽车技术发展水平的乘用车，则中国的出口量低于印度，仅仅高于巴西和意大利，名列第九。从表2-8最右列的2015年的数据来看，以上结论也没有变化。

表2-8的数据再次验证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汽车大国，但还远远没有跻身汽车强国之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功地成长为汽车强国的仅有日本和韩国。


表2-8　2013—2015年主要国家汽车出口量　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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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汽车工业协会（http://www.jama.or.jp/world/world/world_3t2.html）。

表2-9显示了2012年主要国家的汽车进出口金额。从表2-9中数据来看，2012年出口金额超过100亿美元的国家有三个，依次为德国、日本和美国，出口金额分别为234.77亿美元、165.96亿美元和131.98亿美元。出口金额在50亿~100亿美元之间的国家仅有韩国和加拿大，其出口金额分别为72.01亿美元和62.15亿美元。汽车出口金额在40亿~50亿美元的国家数量有5个，分别是法国、英国、西班牙、中国和比利时，其出口金额分别为49.87亿美元、47.39亿美元、44.99亿美元、43.11亿美元、40.98亿美元。从汽车出口金额来看，中国位居世界第九。

从2012年的汽车进口情况来看，美国的汽车进口金额最大，超过250亿美元，为世界第一大汽车进口市场。第二位是德国，汽车进口金额为96.69亿美元，中国位列第三，进口金额是73.97亿美元。此后的排名依次是加拿大、英国、法国、比利时、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本。进口额最少的国家为印度、匈牙利和韩国，它们2012年全年的进口金额均不足10亿美元。

综观主要国家2012年的汽车进口和出口金额，我们可以将这些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主要汽车出口国，包括德国、日本和韩国三个国家。尽管德、日、韩三国也有部分汽车产品的进口，但出口金额远远大于进口金额。第二类为进出口基本平衡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比利时、法国、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印度等国。第三类为汽车进口国，包括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三国，汽车进口金额远远大于出口金额。但这三国的特点又有所不同，美国汽车的进口和出口金额巨大，具有“大进大出”的特点，显示出美国的国内市场巨大，且汽车产业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俄罗斯的汽车出口金额很小，表明该国的汽车产业几乎没有出口能力。而中国位于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这说明尽管中国已经初步具备了一定的出口能力，但与德国、日本、韩国及美国等汽车强国相比，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尚有很大差距。如果与国内的生产能力相比较，中国汽车出口量占国内汽车生产量的比例仅为5%，德、日、韩三国的汽车出口量占国内生产量的比例却高达75%、65%、50%。


表2-9　2012年主要国家汽车进出口金额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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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研网数据库世界贸易组织数据（http://g.drcnet.com.cn,http://www.wto.org）。

表2-10是2016年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汽车出口金额数据。从表中最左侧的出口额排名来看，出口金额最高的国家是德国，高达1 591亿美元，是当仁不让的汽车出口第一大国。其次是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韩国等。表2-10的中间一列为汽车的净出口额排名，即汽车出口额和进口额之差的国家排名。从净出口额数据来看，德国和日本仍然位居前两位，显示出这两个国家汽车产业实力强劲；韩国汽车的出口额名列第六，但却一跃成为第三大净出口国。表中最右侧为净出口额赤字排名，即净出口额（中间一列）从小到大的排名。汽车产业赤字最大的国家为美国，中国位居第二，汽车整车产业的国际贸易赤字高达390亿美元。从表2-10的数据可以看出，从出口金额看，中国汽车产业的出口能力还很弱，中国仍然是汽车产业的净进口国。


表2-10　2016年主要国家和地区汽车出口数据　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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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即汽车出口总额减去汽车进口总额。

资料来源：Worlds Top Exports（http://baijiahao.baidu.com）。

二、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比较——以企业为基准的生产量

到目前为止，在研究世界各国的汽车产业时，通常使用国别的统计数据。以往的研究更多地关心在哪国生产，而没有关注由谁生产的问题。具体到中国的汽车产业，我们经常会强调2009年中国的汽车产量超过1 300万辆，中国成为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大国。此后，我国连续9年稳居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2017年中国的汽车产量达到2 901.5万辆。这些数据反映的都是在中国的汽车生产量。这一统计方法的使用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是合适的，因为在那个时代，世界主要汽车企业还没有开始大规模地进行跨国经营，每个国家的汽车制造企业都在其国内生产，因此一国的国内汽车生产数量基本反映了该国汽车生产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但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主要汽车生产企业开始了跨国经营之路，纷纷在海外建立生产部门。一国的国内汽车生产数量不仅包含了本国企业生产的汽车产品，而且包括了外国企业在该国生产的汽车产品。因此，国内汽车生产数量已经不能正确反映一国汽车生产企业的能力和水平。

以中国的汽车产量为例，在中国生产的汽车产品很多都是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产品。这些产品尽管在中国生产，但研发在合资外方的研发中心完成，品牌是合资企业外方的品牌，产品几乎全部在中国国内市场销售，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合资外方手中。中国汽车产业中的合资企业在中国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但其实际功能相当于外资企业的中国工厂。汽车产业的统计通常是按照生产地原则进行的，就统计数据而言，目前，中外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产品都计入了中国的产量。但是，从实际支配权来看，这些产品应该归入合资外方所在国的产量。

日本京都大学经济学部的盐地洋教授在他的论文《日韩中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中提出了以企业为基准计算不同国家的汽车产量，进一步比较各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方法。
[1]

 盐地洋认为，到目前为止，对世界各国汽车产业的统计和研究几乎都是以生产国（产地）为基准，而没有考虑这些汽车是哪些企业生产的。但以生产国为基准计算汽车产量，往往会夸大汽车生产能力较低的国家的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水平，而低估汽车生产强国的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水平。

如表2-11所示，若以生产国为基准计算，则2010年中国的产量为1 826万辆，世界排名第一，而当年日本的产量为963万辆，世界排名第二；但若以企业为基准计算，则中国生产的1 826万辆汽车中，有836万辆为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内资企业生产的汽车仅为990万辆，世界排名第四，低于德国，而当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为2 267万辆，世界排名第一。因此，判断一国的汽车产业的竞争力，需要对以生产国为基准的各国生产数量、以企业为基准的各国生产数量、进出口数量等指标进行综合判断。


表2-11　2010年主要国家汽车产量——生产国基准和生产企业基准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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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塩地洋.日韓中自動車産業の国際競争力［J］.（日本）産業学会研究年報，（27）：58.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发现，要想准确地把握中国汽车产业的现状，不仅要看以生产国为基准的国内产量，还要考虑海外生产等因素。2012年，日本汽车企业汽车产量为2 576.64万辆，其中国内生产汽车数量为994.1万辆，海外生产量超过了国内生产量，为1 582.54万辆，海外生产量占总产量的比例高达61.42%。与日本相反，2010年中国的汽车产量为1 826万辆，位居全球第一，但其中中国企业生产的产品仅为990万辆，占总产量的54.2%。从这一数据也可以看出，中国是世界汽车的最大市场，也是汽车生产大国，但远远算不上汽车强国。

三、中国主要汽车生产企业的国际比较

所谓汽车产业，就是指所有汽车生产企业之和。如果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是中观经济的概念的话，则汽车生产企业就是构成汽车产业的微观主体。因此，将中国主要汽车生产企业与世界主要汽车生产企业进行对比，可以较容易地发现中国汽车产业和主要汽车生产国的差距。

表2-11给出了2012年《财富》杂志公布的进入世界500强的汽车生产企业名单。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2012年，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是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全球产量为990.9万辆，营业收入高达2 353.6亿美元，利润为35.9亿美元。营业收入排在第二位的为德国的大众汽车公司，2012年营业收入为2 215.5亿美元，但利润高达214.3亿美元，是丰田汽车公司的6倍。营业收入位居第三的汽车生产企业为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2012年营业收入为1 502.8亿美元，利润为91.9亿美元。第四至第十位分别为德国的戴姆勒公司、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日本的日产汽车公司、意大利的菲亚特公司、日本的本田汽车公司、德国的宝马汽车公司和法国的标致汽车公司。

中国的汽车企业中，进入《财富》杂志世界500强的有七家，依次为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东风汽车集团、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长安汽车集团、北京汽车集团、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广州汽车集团。上述七家公司中排在前三位的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东风汽车集团、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重点打造的“三大、三小、两微”中的“三大”，北京汽车集团和广州汽车集团是“三小”中的两家企业
[2]

 ，长安汽车集团则是“两微”中的一家
[3]

 。以上六家企业，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的国有企业，即国有企业仍然是中国汽车产业的主力军，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汽车企业中，只有浙江吉利控股集团一家民营企业。

从表2-12可以看出，无论从产量、营业收入来看，还是从利润来看，2012年中国最大的汽车生产企业都是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在全球汽车企业中排名第十二，2012年的产量约为448万辆，不足丰田汽车公司的50%；利润为31.3亿美元，约为大众汽车公司的1/7。排在第二位的中国企业为东风汽车集团，2012年全年产量约为308万辆，不足丰田、大众和通用三家汽车公司的1/3；其利润为13.21亿美元，仅为大众公司的6.17%。排在第三位的一汽集团2012年全年的产量为266万辆，利润为22.97亿美元。上述中国汽车产业三巨头2012年的产量之和为1 022万辆，利润总额为67.5亿美元。中国汽车产业三巨头的产量之和超过了丰田汽车公司，但三家公司的利润之和不仅远远低于大众和福特汽车公司，而且低于通用、戴姆勒、现代、宝马等国际著名汽车公司。


表2-12　2012年世界500强汽车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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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2［Z］.《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期刊社，2012；中商情报网，www.askci.com.

表2-13为2017年《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中的汽车企业的数据。对照2012年的数据（表2-12）可以发现，2012年至2017年的五年间，进入世界500强的汽车企业数量变化不大，只有三菱汽车公司因被日产汽车并购而离开了500强榜单。但从这24家企业的排名来看，一个显著的变化是中国企业的排名在提升，上汽从2012年的第十二位提升到2017年的第八位；东风从第十三位提升到第十一位，一汽从第十五位提高到第十三位，北汽从第十七位提高到第十五位，以上三家企业均提升了两个位次；广汽从第二十四位提高到第十九位，提升幅度最大。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2012—2017的五年间，中国汽车产业主要企业的发展十分迅速，从规模上来看，以上汽为代表的汽车大企业与世界汽车企业巨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表2-13　2017年世界500强汽车生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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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财富网（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旗下有上海大众、上海通用、上汽通用五菱三家合资公司，东风汽车集团旗下有东风本田、东风日产、东风雪铁龙、东风悦达起亚四家合资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旗下有一汽—大众、一汽丰田两家合资公司，同时还在组装马自达品牌的轿车。以上合资品牌的产量、营业收入和利润等数据均计入中国汽车三巨头的数据。如果从上述三家公司的数据中剔除掉合资品牌的数据，那么这三家企业的规模将大幅缩水，与世界汽车产业巨头的差距会更大。以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为例，2012年实际产量为445.49万辆
[4]

 ，其中，上海大众、上海通用和上汽通用五菱的产量分别为128.20万辆、131.90万辆、150.02万辆，合资企业的产量合计为410.12万辆，占上汽集团总产量的92.06%（见表2-14）。


表2-14　上汽集团2012年产量及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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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13［Z］.《中国汽车工业年鉴》期刊社，2013.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在短短的20多年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汽车生产大国，生产规模已经跃居世界首位。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的中国只是汽车生产大国，还仅仅停留在基本可以满足国内需求的阶段，距离世界汽车生产强国尚有很大差距。



注释：


[1]
 塩地洋.日韓中自動車産業の国際競争力［J］.（日本）産業学会研究年報，（27）：56.


[2]
 “三小”中的另一家天津汽车公司后被并入一汽集团。


[3]
 “两微”中的另一家云雀公司2003年以后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后接受浙江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注资，成立贵州贵航青年汽车制造有限公司。2006年该公司与英国莲花汽车公司达成合作。随后，浙江青年和英国莲花公司对贵航青年项目再次实施重组，并成立贵航青年莲花汽车有限公司。


[4]
 上汽集团公布的2012年的产量数据为4 454 933辆，比《中国汽车工业年鉴》的产量数据低。


第三章　中国品牌乘用车发展现状与困境

第一节　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发展现状

一、中国品牌乘用车的产量和生产占有率

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崛起是从1997年开始的，在这一年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吉利公司收购了四川德阳的一家濒临破产的国有汽车工厂，从此获得了汽车生产权，实现了从摩托车行业向汽车行业的华丽转身；二是奇瑞汽车公司在芜湖经济开发区破土动工。这样，中国品牌乘用车的两个代表性企业正式开始了乘用车的生产。1998年8月8日，吉利汽车的第一款批量生产车型“豪情”下线，1999年12月，奇瑞汽车的首辆乘用车下线。2000年，中国品牌乘用车仅占所有乘用车产量的18%，外国品牌占82%。
[1]

 此后，中国品牌乘用车经历了快速成长阶段，在汽车市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特别是2009年出台的“汽车下乡”政策，对购买1.3升及以下排量微型客车给予政府补贴，极大地拉动了以小、微汽车为主的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场需求，使得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提高到46%，几乎占到半壁江山。但是，随着2009年年底“汽车下乡”政策的结束，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开始下滑，2011年为42.2%，2012年下降到41.9%
[2]

 ，再次回到了2006年的水平（见表3-1）。


表3-1　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占有率、产值占比及利润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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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王军雷，康凯.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竞争力现状分析和展望［J］.汽车工业研究，2012（10）：10.

从表3-1的数据可以发现，尽管2009年以后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逐渐下降，但仍维持了40%以上的市场份额。此后，中国品牌乘用车持续呈现颓势，市场占有率继续下滑。2014年1—6月，中国品牌品牌乘用车共销售136.82万辆，同比下降15.30%，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22.24%，占有率比上年同期下降了5.41个百分点；同期，德系、日系、美系、韩系和法系乘用车分别销售175.12万辆、102.16万辆、99.89万辆、66.81万辆和30.82万辆，分别占乘用车销售总量的28.47%、16.61%、16.24%、10.86%和5.01%。
[3]

 从市场占有率来看，2009年中国品牌乘用车曾经几乎与外资品牌分庭抗礼，平分天下，但2014年上半年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不仅远远低于外资品牌，而且已经低于德国品牌。从1997年诞生之日开始，中国品牌乘用车就如同坐上了过山车。

二、中国品牌乘用车的特征分析

如第一章所述，为了避免与实力强大的中外合资企业竞争，中国品牌乘用车选择了从低端市场突破的发展路径，这一进入方式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品牌乘用车的特征。


（一）以小排量车为主，在中、大排量乘用车市场份额较低


表3-2是在中国生产的中国品牌乘用车与外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的数据，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品牌乘用车主要集中在微型车（A00级车，发动机排量1升以下）市场，在2009年至2011年期间，市场占有率超过80%，尽管2012年的市场占有率有所下降，但仍然达到78%。从品牌的数据中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在微型车领域，中国品牌共有14个，而外国品牌仅有2个。很明显，中国品牌在微型车领域市场占有率高的原因是多数中外合资企业没有涉足这一低价格、低利润的领域。


表3-2　中国品牌与合资品牌乘用车市场占有率比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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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中数字为品牌数量。

资料来源：新浪汽车销量数据库（http://data.auto.sina.com.cn/xlsjk/）。

中国品牌在小型车（A0级车，发动机排量为1~1.5升）和SUV（运动型多用途汽车）的市场占有率也超过了30%，但在小型车市场上中国品牌的占有率也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从品牌数量来看，在小型车领域，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的数量基本相当，但2012年外国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为68.21%，远远高于中国品牌的31.79%。同样，在SUV市场，中国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也超过了30%，但中国品牌的数量为18个，外国品牌仅有10个，从单一品牌的销量看，中国品牌与外国品牌的差距更大。

2012年，中国品牌在销量最大的紧凑型车（A级车，发动机排量为1.6~2.0升）领域，市场占有率接近20%。紧凑型车是乘用车中销量最大的车型，是所有汽车生产企业的必争之地。中国品牌企业也把这一车型市场看作主战场，加大了投入。从品牌数量看，中国品牌多达22个，是所有车型中中国品牌数量最多的，尽管外资企业的品牌数量也多达17个，但中国品牌的数量仍然多于外国品牌。但是，从销量来看，2012年中国品牌的销售业绩十分不理想，仅占到该车型市场的19.27%。

中型车（B级车，发动机排量为1.8~2.4升）价格较高，消费者对中型车产品的质量、性能、品牌的要求十分苛刻，长期以来中型车市场一直是合资企业的天下，外国品牌的数量高达20个，是外国品牌最为集中的领域。近年来，中国品牌企业也加大了在中型车市场的争夺力度，在该类产品中，中国品牌数量已经多达13个，与小型车的中国品牌数量相差无几。但2012年，中国品牌在中型车市场的份额仅为7.96%，远远低于外国品牌的市场占有率。

截至目前，在价格最高的中大型车（C级车，发动机排量在2.5升以上）领域还没有中国品牌的产品，这一市场完全被合资企业所垄断。

归纳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品牌数量可以看出，近年来最早进入乘用车生产领域的中国品牌企业在站稳低端市场后开始向中高端市场推进；上汽、北汽等国有企业意识到了中国品牌在低端市场的困境，在发展中国品牌时利用自身的资金实力优势，通过购买和利用国外成熟技术和品牌，选择了从中高端市场进入乘用车市场的发展模式。就品牌数量而言，在小型车市场，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平分天下，在紧凑型车和SUV市场，中国品牌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外国品牌。中国品牌在数量上居于劣势地位的仅有中型车和大型车两个领域。

但是，从市场占有率数据来看，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市场占有率与乘用车的排量成反相关关系，在排量较小的低端市场，中国品牌的占有率相对较高，随着汽车排量的增加，中国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明显下降，在高端市场的占有率依然很低。将品牌数量和市场占有率两个指标进行对比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尽管近年来中国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已经开始努力开拓中高端市场，但到目前为止成效甚微，没有能够撼动外国品牌的市场地位。


（二）以低价格为主要竞争手段，中国品牌的价格大幅低于外国品牌


表3-3显示了2012年中国品牌乘用车与外国品牌乘用车价格比较的数据。表中分别计算了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的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SUV的价格，表中的数据来源为网易汽车的网站。由于同一款车往往存在多种配置，因此在网易汽车的网站中，同一款车会有多种价格。表3-3将每一种车型都分为最低价、平均价和最高价三种价格，其中，最低价和最高价的数据直接来自网易汽车的网站，平均价格则是最高价格和最低价格的平均数。
[4]



从表3-3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品牌乘用车的价格均大大低于同车型的外国品牌。从平均价格来看，中国品牌小型车、紧凑型车和中型车的价格均为同档次外国品牌产品的59%~68%，即中国品牌的上述三种车型的平均价格为外国品牌的2/3左右。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价格差距最大的是SUV，中国品牌的平均价格仅为外国品牌的35.11%。中国品牌SUV的价格之所以远远低于外国品牌，除了中国品牌定价较低之外，外国品牌的排量大于中国品牌也是主要原因。


表3-3　2012年中国品牌乘用车与外国品牌乘用车的价格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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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网易汽车（http://product.auto.163.com/cartype/mini/）。

三、中国品牌乘用车面临的挑战

中国品牌乘用车借助国内市场迅速扩大的时机，选择了合资企业不太关注的低端市场迅速崛起，特别是在2009年借助“汽车下乡”的政策扶植，市场占有率不断提高。但此后市场需求的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合资企业开始关注低端市场，其结果带来了中国品牌市场占有率的逐渐下降。

表3-1的数据揭示了中国品牌乘用车遭遇的困境。尽管2005—2011年中国品牌乘用车仍然占据40%以上的市场份额，但从其他经济指标来看，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境地十分尴尬。从产值占比来看，2011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占全部乘用车的19.0%，利润占比仅为4.7%。中国品牌乘用车40%以上的产销量只带来了20%以下的产值和不足5%的利润，其原因在于中国品牌乘用车的产品以小型车为主，且品牌影响力小，仅能以低价格销售，价格和利润率均较低。

此前，在中国汽车市场上，合资品牌走高端，中国品牌走中低端，双方的正面竞争较少。而近几年中外合资企业开始在低端车和廉价车领域布局，价格下探至七八万元甚至更低，中国品牌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窄。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困境才刚刚开始，随着国内市场需求增速的放缓，中外合资企业必将更加重视小排量汽车和低端市场，中国品牌和合资品牌的正面竞争才刚刚开始，还没有真正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



注释：


[1]
 李庆文.中国汽车产业自主创新蓝皮书［R］.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16.


[2]
 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数据。


[3]
 刘兴龙.自主品牌汽车占有率继续下滑[N].中国证券报，2014-07-10.


[4]
 使用所有汽车价格的平均数更为准确，但该网站只有最高价和最低价两个信息，故本书采用了算术平均值。


第二节　中国品牌乘用车的质量分析

一、消费者的购车决策分析

中国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遭遇困境的原因是自身实力不足。由于乘用车较为昂贵，对于家庭而言，是仅次于住房的大件消费品，因此，消费者购买汽车的决策过程较长，对产品信息的收集和比较也较充分，购买决策较为理性。在预算一定的条件下，消费者会选择性价比高的产品。所谓“性价比”，顾名思义，指的是性能和价格的比较，可以理解为性能和价格的比值的大小。所谓性价比高，指的是用一定的价格可以购买到更高性能的产品。既然性价比是性能和价格的比较，就有必要具体分析一下“性能”和“价格”两个指标。

对于购买乘用车的消费者来说，产品的“性能”包括乘用车产品的功能和质量两个方面。对于汽车来说，性能既包括加速性能、最高时速、操控性能等乘用车的基础性能，也包括舒适性、外观设计、品位、身份象征等消费者对汽车所期待的所有的价值和功能。
[1]

 影响上述产品性能的因素十分复杂，既包括设计质量、汽车配置、原材料和零部件质量、组装质量等企业硬实力，也包括品牌影响力等软实力。这里所说的质量指的是狭义的质量，即产品不发生故障的可靠性，广义的质量包括与上述“性能”相关的所有方面的质量。当价格基本相同时，消费者会选择性能更好、质量更稳定的乘用车产品。

对于购买乘用车的消费者来说，这里所说的“价格”实际上是寿命周期成本，包括消费者负担的两种成本。一是实际购买成本。实际购买成本并不等于汽车的实际销售价格。汽车和一般消费品不同，使用若干年后仍然具有价值，可以作为二手车变卖。因此，消费者购买汽车的实际购买成本不是汽车的零售价格，而是购买时的零售价格与变卖时二手车价格之间的差额。也就是说，实际购买成本受汽车的零售价格和二手车价格两个因素的影响。二是使用成本，包括油耗、保养成本、修理成本、保险费等。消费者使用乘用车的寿命周期成本的计算公式如下：

购买汽车寿命周期成本=乘用车的购买成本+使用成本=（汽车售价-二手车价格）+（油费+保养费+修理费+车险费用）

消费者进行购车决策时，考虑的因素还包括实际购买成本和使用成本之和（即寿命周期成本），而不仅仅是零售价格。从上述公式中可以看出，除去汽车售价外，二手车价格、油费、保养费、修理费等的高低直接影响购买汽车的寿命周期成本，其中，二手车价格与购买汽车寿命周期成本负相关，油耗水平、保养费、修理费与购买汽车的寿命周期成本正相关。

影响二手车价格、油费、保养费、修理费的因素很多，其中乘用车产品的功能和质量起着重要作用。乘用车产品的性能越高、质量越好，二手车价格越高，保养费、修理费的水平也会越低；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汽车的油耗水平也会越低。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汽车产品的“性能”和“价格”不是两个独立的因素，性能同时也是影响价格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对消费者购车决策的分析中可以发现，要分析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困境，不仅要分析价格因素，还需要分析产品的性能、质量等相关因素。此外，消费者进行乘用车的购买决策时，除了关注产品自身的性能和质量外，还会考虑销售和售后服务的质量。良好的销售和售后服务质量有利于促进产品销售，因此，销售和服务质量也在本书的分析范围。

二、中国品牌乘用车的质量分析——基于C-NCAP数据的分析


（一）C-NCAP汽车碰撞试验介绍


C-NCAP是英文China-New Car Assessment Program的缩写，即中国新车评价规程的简称。具体做法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将在市场上购买的新车型，按照比中国现有强制性标准更严格和更全面的要求进行碰撞安全性能测试，评价结果按星级划分并公开发布，旨在给予消费者系统、客观的车辆信息，促进企业按照更高的安全标准开发和生产，从而有效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带来的伤害及损失。

新车评价规程，通称NCAP（New Car Assessment Program），始于美国。1978年USNCAP提出了5星评价方法，用于在正面碰撞中评价汽车保护车内乘员的性能。C-NCAP开始于1999年，是借鉴了发达国家做法的产物。C-NCAP的评价规则是不断变化和进步的，到目前为止共有5版管理规则，分别为2006年版管理规则、2009年版管理规则、2012年版管理规则、2015年版管理规则和2018年版管理规则。

由于下面即将分析的表3-4中的星级评定使用的是2009年版管理规则，因此这里有必要对该规则进行简单介绍。按照2009年版管理规则，C-NCAP要对一种车型进行如下三种碰撞试验：车辆以50km/h的速度与刚性固定壁障发生重叠率为100%的正面碰撞、车辆以64km/h的速度与可变形壁障发生重叠率为40%的正面偏置碰撞、可变形移动壁障以50km/h的速度与车辆发生侧面碰撞。每项试验最高得分为18分。此外，将前排安全带提醒装置（1.5分）、侧气囊和气帘（1分）、ISOFIX（儿童安全座椅固定系统）装置（0.5分）作为加分项目。上述各项目总分之和的最高分为57分（18×3+1.5+1+0.5=57）。C-NCAP根据试验数据计算各项试验得分和总分，由总分多少确定星级。


表3-4　C-NCAP 2009年版管理规则星级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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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c-ncap.org.cn.

汽车的安全性是汽车质量和性能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碰撞试验的结果可以较好地反映汽车的质量。


（二）C-NCAP汽车碰撞试验的结果分析


表3-5是2006年到2012年期间，中国汽车技术中心每年选取当年新上市的、在同类车型中具有较大销售量的乘用车的代表车型进行碰撞试验，得出的汽车安全性等级评价数据。表格将每一年的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分开进行了排列，并分别计算了每一年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的得分。

表3-5中最上面一行的Ⅰ、Ⅱ、Ⅲ分别表示三个不同的测试项目，Ⅰ为正面100%重叠刚性壁障碰撞试验，Ⅱ是正面偏置40%重叠可变形壁障碰撞试验，Ⅲ是可变形移动壁障侧面碰撞试验，Ⅳ是加分项。分数越高，说明相应项目的测试结果越好。总分为四个项目的得分之和，反映该汽车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星级按表3-4的规则进行评定，其中超过50分的“5+”星级用“6”表示。


表3-5　2006—2012年C-NCAP汽车碰撞测试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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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c-ncap.org.cn.

为了更加直观地发现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的差距，笔者将表3-5中历年的总分平均值提取出来，做成了表3-6。


表3-6　2006—2012年C-NCAP碰撞试验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得分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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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3-6来看，2006年以后，包括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在内的中国乘用车的总体安全水平在不断提高，其中尤以中国品牌的进步最为明显（从数值上看，2007年中国品牌的质量有所下降，但2007年与2006年试验的车型完全不同，因此2007年数值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质量的下降）。2006年，中国品牌的平均分仅为33.40分，比外国品牌的平均得分少了8.03分。但此后，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的得分的差距开始缩小，2012年仅差3.63分。

从表3-5来看，2006—2007年，中国品牌的星级均为2~4星，没有一款车达到5星水平。2008年开始，奇瑞A3、荣威350和红旗HQ3达到了5星水平。2009年以后，所有参与测试的中国品牌乘用车都达到3星以上，此后，3星逐渐减少，4星和5星明显增加，2012年获得3星的只有长安奔奔MINI一个品牌。

看到中国品牌乘用车的质量和性能进步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差距的存在。尽管中国品牌的得分在提高，与外国品牌的差距在逐渐缩小，但时至今日，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的得分仍存在差距，在安全性方面，中国品牌还没有达到外国品牌的水平。从星级看，尽管获得5星的中国品牌汽车的数量在增加，但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一款中国品牌乘用车达到6星级水平。

三、中国品牌乘用车的质量分析——基于J.D.Power公司的数据

J.D.Power公司是一家全球性的市场咨询公司，主要就顾客满意度、产品质量和消费者行为等方面进行独立调研，该公司在汽车行业调研数据的准确性和客观性得到了世界汽车领域的公认。与C-NCAP不同的是，J.D.Power公司不是依靠碰撞试验手段，而是通过对消费者的调查获取数据，其数据的种类更多，涵盖面更广。C-NCAP完全依靠试验结果，J.D.Power公司更加重视消费者的真实感受，两组数据可以互补，全方位地测度汽车的各种性能和质量。需要说明是，J.D.Power公司的调查对象是所有在中国销售的乘用车，既包括在华生产的乘用车，也包括进口汽车。


（一）中国品牌乘用车的性能和质量


乘用车的性能和质量可以表现在诸多方面，表3-7的数据反映了乘用车的设计和制造技术、质量水平，该数据覆盖了性能、舒适度、配件、款式四个方面的内容，最后一项是魅力平均分，每一项目的定义如下：

（1）性能，即车主对动力总成与变速系统、加速度、驾驶稳定度、刹车性能以及换挡顺畅度的满意度；

（2）舒适度，即车主对配置操纵的方便性以及座椅的满意度；

（3）配件，即车主对立体声音响系统、仪表板与空调系统的满意度；

（4）款式，即车主对内饰与外部造型款式的独特性以及内饰与外部颜色的满意度；

（5）魅力，即车主对汽车性能、款式、配件与舒适度的满意度。

从表3-7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品牌乘用车在性能、舒适度、配件、款式、魅力五个方面的平均分为2.53、2.58、2.58、2.63、2.63，而外国品牌在以上五个指标上的平均分分别为3.61、3.70、3.61、3.74、3.70。很明显，外国品牌乘用车在上述五个方面均优于中国品牌，而且在每个项目的平均分上外国品牌都高于中国品牌1分以上，优势十分明显。


表3-7　J.D.Power公司2012年中国汽车性能和质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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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D.Power亚太公司官网（http://china.jdpower.com/）。


（二）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可靠性


表3-8为J.D.Power公司公布的2011年中国汽车可靠性数据，覆盖了动力及变速系统质量、车身和内装质量、零配件质量以及整体质量四项内容。

从表3-8的数据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品牌中的比亚迪F0的可靠性得分很高，甚至超过了多数外国品牌，但中国品牌的整体得分仍低于外国品牌。从平均得分来看，中国品牌的四个项目的得分分别为2.8、2.6、2.4、2.73分，而外国品牌的得分分别为3.53、3.58、3.66和3.68分。在上述四个项目中，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差距最大的项目是零配件质量，其次是车身和内装质量，动力及变速系统的差距相对较小。


表3-8　J.D.Power公司2011年中国汽车可靠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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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J.D.Power亚太公司官网（http://china.jdpower.com/）。


（三）中国品牌乘用车的新车质量


表3-9是J.D.Power公司公布的2012年中国新车质量数据。该项目的调查对象为车主在购买新车之后2—6月遇到的问题，具体包括整体质量（故障）、动力及变速系统质量（故障）、车身和内装质量（故障）、零配件质量（故障）、整体质量（设计）、动力及变速系统质量（设计）、车身和内装质量（设计）、零配件质量（设计）、整体质量九个项目。

上述九个项目的定义如下：

（1）整体质量（故障），即基于零部件、配置或物品完全损坏或出现功能故障（也就是零部件失灵或装饰件破裂）的问题；

（2）动力及变速系统质量（故障），即基于发动机/变速系统的问题，以及仅仅影响驾车经历（也就是车辆/刹车跑偏、不正常杂音或震动）的问题；

（3）车身和内装质量（故障），即基于风噪声、漏水、内饰密合度/精整度、油漆瑕疵以及异常杂音的问题；

（4）零配件质量（故障），即基于座椅、配置/操控/仪表板、音响/娱乐设备/导航系统以及空调系统的问题；

（5）整体质量（设计），即基于操控装置/配置虽还能发挥设计作用但难以使用或理解（也就是操控装置过于复杂，或配置由于位置不佳而难以操作）的问题；

（6）动力及变速系统质量（设计），即基于发动机/变速系统的问题以及影响驾车经历（也就是行驶平顺性、转向系统和刹车响应性以及操控性/稳定性）的问题；

（7）车身和内装质量（设计），即基于前端/后端造型、内装和车身外观以及车门关闭声的问题；

（8）零配件质量（设计），即基于座椅、配置/操控/仪表板、音响/娱乐设备/导航系统以及空调系统的问题；

（9）整体质量，即基于上述得分计算的得分。

从表3-9的数据来看，中国品牌在上述九个项目的平均得分分别为2.44、2.50、2.74、2.62、2.85、2.91、3.00、2.79、2.59，外国品牌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68、3.65、3.62、3.52、3.65、3.55、3.64、3.65、3.62，与前两个调查项目相同，在所有项目上中国品牌的得分均低于外国品牌，而且差距较为明显。中国品牌得分最低的项目是整体质量（故障）、动力及变速系统质量（故障）。


表3-9　J.D.Power公司2012年中国新车质量数据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image: ]


注：Ⅰ为整体质量（故障），Ⅱ为动力及变速系统质量（故障），Ⅲ为车身和内装质量（故障），Ⅳ为零配件质量（故障），Ⅴ为整体质量（设计），Ⅵ为动力及变速系统质量（设计），Ⅶ为车身和内装质量（设计），Ⅷ为零配件质量（设计），Ⅸ为整体质量。

资料来源：J.D.Power亚太公司官网（http://china.jdpower.com/）。

表3-10是J.D.Power公司公布的历年中国新车质量数据。表中数字为每百辆车出现的问题数，数字越小，说明该类新车的质量越好。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中国品牌刚刚起步的2000年，每百辆外国品牌乘用车的质量问题为438个，每百辆中国品牌乘用车的质量问题高达834个，平均每辆车的质量问题超过8个，与外国品牌的差距很大。此后，中国品牌乘用车的生产企业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提高了产品的质量水平，2012年中国品牌汽车每百辆的质量问题降低至212个，其进步十分明显。但与此同时，外国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也在努力提高产品质量，2012年每百辆汽车的质量问题降低至117个。从2012年来看，中国品牌和外国品牌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其差距基本没有缩小。


表3-10　J.D.Power公司历年中国新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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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数字为每百辆车出现的问题数。

资料来源：J.D.Power亚太公司官网（http://china.jdpower.com/）。


（四）中国品牌乘用车的销售服务质量


表3-11是J.D.Power公司公布的2012年中国销售满意度指数，该指数包括八个项目，分别是销售启动、经销商设施、交易条件、销售人员、书面文件、交车时间、交车过程、总体满意度。各个指标的定义如下：

（1）销售启动，即顾客对经销商的初始服务的评价；

（2）经销商设施，即顾客对经销商库存、营业时间的便利性、经销场所外观、洽谈区和位置的评价；

（3）交易条件，即顾客对交易条件的公平性、支付的价格相对于顾客的期望，以及顾客对合同条款的影响力的评价；

（4）销售人员，即顾客对销售人员服务的评价；

（5）书面文件，即顾客对书面文件/贷款流程和贷款工作人员的服务的评价；

（6）交车时间，即顾客对经销商在其承诺的时间内交车和具体的交车时间的评价；

（7）交车过程，即顾客对车辆的清洁度和状态、解释功能特性和完成整个交车过程的时间的评价；

（8）总体满意度，即顾客对经销商的总体评价。

从表3-11的数据来看，中国品牌的八个项目的平均得分均在2.3和2.4之间，分别为2.30、2.40、2.40、2.40、2.30、2.40、2.40、2.40，外国品牌的八个项目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41、3.38、3.31、3.41、3.34、3.38、3.41、3.34，中国品牌所有项目的平均得分均低于外国品牌1分左右。中国品牌的质量低下问题，不仅仅体现在产品上，同时还体现在销售环节的服务方面。


表3-11　J.D.Power公司2012年中国销售满意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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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Ⅰ为销售启动，Ⅱ为经销商设施，Ⅲ为交易条件，Ⅳ为销售人员，Ⅴ为书面文件，Ⅵ为交车时间，Ⅶ为交车过程，Ⅷ为总体满意度。

资料来源：J.D.Power亚太公司官网（http://china.jdpower.com/）。


（五）中国品牌乘用车的售后服务质量


表3-12为J.D.Power公司2012年中国售后服务满意度指数，该指数包括服务启动、服务顾问、经销商设施、服务后交车、服务质量、总体满意度六个具体指标，每一指标的含义如下：

（1）服务启动，即顾客对经销商接车过程及时性以及安排预约服务容易程度的评价；

（2）服务顾问，即顾客对服务顾问的回应、礼貌/友善程度以及详细解释服务内容和收费情况的评价；

（3）经销商设施，即顾客对经销商设施的干净、舒适状况以及休息区所提供服务的评价；

（4）服务后交车，即顾客对提车过程的迅速程度、收费的合理性以及提车过程中所提供的协助的评价；

（5）服务质量，即顾客对完成整个维修/保养所花时间、维修/保养完成的彻底性以及维修/保养后车况的评价；

（6）总体满意度，即顾客对售后服务的总体评价。

中国品牌六个项目的平均得分分别为2.56、2.56、2.52、2.48、2.52、2.52，外国品牌的平均得分分别为3.25、3.31、3.25、3.31、3.25、3.31。与前面分析过的其他项目相同，中国品牌在售后服务的六个项目上的得分也均低于外国品牌。


表3-12　J.D.Power公司2012年中国售后服务满意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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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Ⅰ为服务启动、Ⅱ为服务顾问、Ⅲ为经销商设施、Ⅳ为服务后交车、Ⅴ为服务质量、Ⅵ为总体满意度。

资料来源：J.D.Power亚太公司官网（http://china.jdpower.com/）。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品牌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在努力改进乘用车产品的性能和质量，在汽车质量的一些指标方面效果很明显。但与此同时，外资企业也在进步，截至2012年，在产品性能、质量、销售和售后服务等方面，中国品牌得分都低于外国品牌，而且差距仍然十分明显。



注释：


[1]
 藤本隆宏.能力构筑竞争：日本的汽车产业为何强盛［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6，17.


第三节　中国品牌乘用车遭遇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成本领先战略的误区

如前所述，奇瑞、吉利等早期进入汽车产业的中国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首先从多数外资企业没有进入的低端市场入手，采取的是成本领先战略，通过低价格抢占了部分市场份额。

中国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要降低价格，就必须降低成本。但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上，中国品牌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往往会以牺牲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为代价。中国品牌企业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更多地使用价格低、质量较差的零部件和原材料，同时在设计上减少与性能和驾驶乐趣相关的一些设计。其结果是不仅降低了乘用车的性能和质量，而且导致了低价格—低性能、低质量—低品牌声誉—需求不足—更低价格的恶性循环。同时，近几年外国品牌价格区间也在下沉，中国品牌的发展空间被大幅压缩，低价格的优势越来越难以维持。

二、“拿来主义”无法提升中国品牌的品牌形象

正是由于认识到了中国品牌的尴尬处境，上汽、北汽等中国汽车产业的“国家队”成员试图通过实施“高举高打”战略，走出一条发展中国品牌的新路。这些企业通过收购国外成熟的汽车产品技术和品牌，试图利用国外技术和品牌的力量，从中高端市场入手，直接从合资企业手中抢占市场，但时至今日效果仍不理想。

表3-13是从2013年5月北汽的“绅宝”上市到2014年3月中国品牌中级乘用车的销量数据。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在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的11个月中，上汽集团的MG7的销量仅为201辆，荣威950和荣威750的销量分别为2 690辆和3 142辆，北汽的绅宝D70的销量为10 923辆。上述四款购买国外技术和品牌的中级车的销量很低，特别是MG7，月均销量不足20辆，只有绅宝D70月销量接近1万辆。上述四款乘用车的销量均低于比亚迪思锐和比亚迪G6。很明显，中国企业购买的国外乘用车的技术和品牌，都是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失败了的企业的技术和品牌，其技术本身就并非领先技术，而且由于长期亏损，企业已经没有能力推进其产品研发和技术进步，其技术不具备先进性。不仅如此，当国外企业的技术和品牌被中国的企业收购以后，消费者把它视作中国品牌，不愿意用比其他中国品牌更高的价格购买该品牌的产品。

表3-14是2013年中国市场销量前10位的中级车的销量数据。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2013年销量排在前10位的中级车均为外国品牌，其中排在第10位的为上海通用的新君威，销量为8.61万辆，高于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共11月）全部中国品牌中级车的销量之和。


表3-13　2013年5月至2014年3月中国品牌中级乘用车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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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整理。


表3-14　2013年中国市场销量前十的中级车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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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数据整理。

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无论是南汽的国外技术和品牌收购，还是上汽和北汽的海外技术购买，都没有产生促进汽车销量增加的效果。“拿来主义”不是提升中国品牌竞争能力的灵丹妙药。我国的汽车市场已全面开放，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和最具潜力的市场，世界主要汽车生产企业均已进入中国市场生产汽车，中国品牌必须与全球最强大的外国品牌正面竞争。中国品牌企业可以买到的，是在与这些最强大的外国品牌的竞争中败北的企业的品牌和技术，中国品牌企业利用这些陈旧的技术与一线外国品牌正面竞争，其结果可想而知。

消费者一定会购买性价比最高的产品。消费者需要的是性能卓越、质量上乘、价格低廉的好车，他们不会盲目相信“国际品牌”“国外技术”的神话。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源自企业的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即使购买和使用了国际著名品牌，如果不能提升企业的技术实力和制造质量，那么其结果也必然是使国际著名品牌变成“中国制造”，不仅不能提高中国品牌的影响力，反而会降低花费巨款购买的国际著名品牌和国外技术的身价。

中国品牌的危机才刚刚开始。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的汽车需求将从以购买第一辆车为主的新增需求过渡到以换车为主的需求。观察我国的换车需求可以发现：第一辆车购买中国品牌乘用车的消费者，在换车时仍然选择中国品牌的情况十分少见；我们更难找到第一辆车购买合资品牌乘用车的消费者，在换车时改为购买中国品牌的实例。如果中国品牌乘用车仅仅成为低收入消费者购买的第一辆车，那么随着我国的汽车市场进入成熟阶段，中国品牌乘用车将失去存在的根基，这是更为令人担忧的问题。


第四节　练内功才是中国品牌克服困境的唯一出路

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全面开放的市场，世界主要汽车生产企业均在中国建立了合资的汽车工厂。“在有市场的地方进行生产”是世界汽车产业的通行做法，随着中国汽车市场的继续扩大，中国的汽车市场越来越成为世界汽车企业的“必争之地”。尽管汽车产业的历史已经长达百年，但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是世界主要汽车生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一些后发国家也开始发展本国的汽车工业，但成功地成长为世界汽车强国的只有日本和韩国。毫无疑问，中国品牌汽车企业必须借鉴日韩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对日韩两国，特别是日本汽车产业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的文献和资料有很多，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诠释。笔者认为，日韩汽车企业成功跻身世界前列的最主要经验就是：认真学习国外先进企业的经验，勇于创新，苦练内功，踏踏实实地把产品做好。

一、日韩汽车企业成长经验的简单归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的汽车产业远远落后于美国。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首先认真学习了福特等美国汽车生产企业的经验，并以此为起点，逐渐创造性地摸索出日本企业特有的生产模式，即代替福特生产方式的丰田生产方式，亦称精益生产方式。直至今日，精益生产方式不仅为日本企业普遍采用，而且影响了世界制造业，是世界各国制造企业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笔者近几年在对汽车企业的调查中发现，即使是在奔驰、大众、博世等德国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企业的中国工厂，也都普遍采用了从日本企业学来的精益生产方式。精益生产的内涵十分广泛，有许多具体的方法，但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持续的改进和不懈的努力，低成本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日语中有一个词，写作“モノ作り”，每次到日本的汽车企业调研，日本的管理者都会反复提及此词。从字面理解，“モノ作り”的意思就是制造、生产。但日本企业的管理者并不是按照“制造”“生产”的字面意思使用这一词语的，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有特殊含义的名词——日本的制造业特有的精工细作的传统和精神，即不是单纯地制造商品，而是投入心血，生产出最高品质的产品。日本企业的崛起，靠的就是全体员工持之以恒的努力，生产出高品质、低成本的产品。

以现代汽车公司为代表的韩国汽车企业的崛起比日本要晚些。韩国汽车企业的发展是从学习日本企业的经验开始的，因为比日本企业落后很多，所以韩国企业全面模仿了以丰田为首的日本企业的做法，在当今主要汽车生产国中，韩国汽车企业对日本汽车企业的研究和学习最为彻底，也最为成功。今天，韩国已经成为主要汽车出口国，成长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汽车强国。现代汽车公司成长为世界第十一大汽车制造商，成为让欧美和日本汽车企业头疼的竞争对手。价格低廉、质量上乘是韩国汽车畅销全球的主要原因。

二、苦练内功是中国品牌的唯一出路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盈利能力低的主要原因是企业的设计和制造水平低、产品质量和安全性差。在全面开放的中国汽车市场，要与实力雄厚的世界汽车巨头正面竞争实非易事。中国品牌企业必须用更低的成本生产出与外国品牌质量相同的汽车产品，才有可能在市场上立住脚。

与外资企业相比，中国品牌企业缺少的不仅是经验，更重要的是能力。对于起步较晚的中国品牌乘用车企业来说，能力不足是最大的短板。所谓能力，其核心要素是人。人才不足是后发企业的通病。要解决这一问题，无外乎两种办法：一是依靠内部资源，从企业内部进行培养；二是依靠外部资源，从企业外部挖人，充实企业的人才队伍。

与日韩以内部培养为主的方式不同，中国品牌企业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外部，试图通过从外部引进人才解决自身人才瓶颈。以技术人才为例，近几年，中国品牌汽车企业仅仅盯住在国外汽车企业从事技术工作的华人，花重金聘到国内来，充实企业自身的技术队伍。从国外企业挖人，是企业在短期内获取高端人才的有效途径之一，这一做法本无可厚非，但是，中国品牌企业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从海外引进高端人才上，重引进、轻培养、轻留人的倾向严重。具体而言，企业十分重视从外部引进人才，但对人才的内部培养的重视严重不足。另外，人才引进后，对留住人才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花大力气引进的人才往往难以留住。近几年，几位中国品牌汽车企业的海归副总辞职转入高校任职的新闻曾经引起社会关注。人才引进容易留住难，成为中国品牌企业共同遇到的问题。

中国汽车品牌企业大多很会利用海外资源，具体做法有从海外引进人才，购买国外技术和品牌，将部分研发外包给海外企业完成。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重视对海外资源的利用是一个正确的战略，但对于企业来说，形成自身的能力最为重要，利用海外资源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企业自身能力。仔细观察中国品牌汽车企业，我们不难发现，企业和社会一样，十分浮躁。企业行为的短期化倾向严重，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想的都是抄近路、走捷径。国内市场的迅速扩大加剧了企业行为的短期性，每个企业都有一个宏大的目标，不断扩大投资，跑马圈地，却很少有企业将精力放在企业能力的建设上。

中国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要想摆脱困境，必须从企业内部入手，通过练内功解决上述短板问题。所谓练内功，是指既不靠政府政策，也不靠盲目购买，将企业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如何做好产品上。日本的汽车生产企业通过自身努力赶超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汽车企业；韩国的现代汽车通过练内功迅速崛起，成为使欧、美、日的世界著名汽车生产企业感到害怕的竞争对手。对于日韩汽车生产企业的做法，中国品牌乘用车生产企业并不陌生，但一直没有真正用心去学、去做。我国的企业擅长模仿别人的产品，但并不擅长学习别人的经验。练内功需要企业将长远的视野和内部不间断的努力结合起来，需要每一个管理者和员工的不懈努力，其过程艰辛而漫长。

制造业企业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把产品做好，无其他捷径。要想将产品做好，企业的高层决策者首先必须将质量看作企业的生命，坚持不懈地狠抓设计和制造质量；同时，要充分发挥全体员工的聪明才智和力量。日本企业的经验证明，充分发挥员工力量，是提升企业质量水平、降低生产成本的重要手段。中国汽车企业有必要谦虚地向以丰田为首的日本汽车企业学习。


第四章　日韩汽车产业发展模式的比较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研究中国品牌汽车企业摆脱困境的途径之前，有必要研究和借鉴国外汽车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从世界范围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汽车产业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前列的国家只有亚洲的日本和韩国。因此，本章介绍和分析日本和韩国汽车产业的成功经验，以资借鉴。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汽车产业发展最成功的国家非日本莫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从汽车产业落后国发展成了世界最大汽车生产国之一，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汽车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汽车产业发展的阶段划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就已经有汽车制造业。日本企业开始生产汽车是在1910年之前，但到1925年为止，仅累计生产了600辆汽车，基本上属于小批量试制阶段。1925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开始在日本进行汽车的组装生产，此后，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也开始在日本建立工厂，进行整车组装，美国三巨头的进入使得日本的汽车企业几乎完全被挤垮。此后，出于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颁布了《自动车制造事业法》，限制了外资企业在日本的经营活动，对日本国内汽车产业采取保护政策，当时生产卡车的丰田和日产是最早受到日本政府保护的企业。但日本汽车企业和美国汽车企业的差距一直没有缩小。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前，日本国内汽车最高年生产量不足3万辆，而当时美国的汽车年生产量已经达到500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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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到50年代末，可以称作恢复期；第二个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为内需主导期；第三个阶段为20世纪70年代，是出口主导期；第四个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为海外投资期；第五个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成熟期，也是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调整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汽车年产量情况见表4-1。


表4-1　日本汽车产量　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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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小浜裕久.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M］.东京：日本评论社，2001：85；日本汽车工业会网站（http://www.jama.or.jp/stats/）。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期的日本汽车产业（1945—195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令于1945年9月25日发布了《制造业的营业备忘录》，原则上严禁日本生产乘用车，但允许日本每月生产1 500辆卡车。1947年6月，驻日盟军总司令放松了对日本生产乘用车的限制，允许日本每年生产排量1 500mL以下的小型乘用车300辆。

在这一背景下，日本的汽车企业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设备开始了卡车的生产。如表4-1所示，1945年，日本生产卡车1 461辆，1946年为14 921辆，1947年为11 210辆。到1947年为止，日本每年生产的卡车数量都没有达到驻日盟军总司令制定的限额。此后，日本的汽车企业增加了设备投资，1950年，年产量超过了3万辆，基本达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水平。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日本的汽车产量迅速增加。1956年达到11.1万辆，1959年突破20万辆。到20世纪50年代末为止，日本国内的汽车需求是以卡车为主，尽管乘用车的需求也在增加，但到1959年乘用车产量仅占到汽车总产量的29.9%。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为止，日本还没有进入汽车社会，日本的汽车产业具有发展中国家汽车产业的典型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生产的汽车，无论在性能、外观方面，还是在价格方面，都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以轿车为例，1951年日本进口轿车的关税为40%，但完税后欧洲小型车的价格仍然低于日产、丰田在日本国内生产的小型车。鉴于日本汽车产业与欧美汽车强国的巨大差距，日本国内曾经盛行乘用车工业无用论，许多人认为日本应该放弃发展乘用车，依靠进口汽车满足乘用车的国内需求。当年，日本银行的总裁就曾说：“日本培育汽车产业的努力没有任何价值。现在是国际分工的时代，美国人可以制造很便宜的汽车，日本进口美国的汽车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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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的汽车企业却没有放弃努力。以丰田为首的日本汽车企业一方面积极学习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同时积极开发适合日本企业的准时制生产方式（又称看板管理），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

在前面回顾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史时，笔者曾经介绍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汽车企业开发乘用车的具体做法。北汽、一汽、上汽等中国汽车生产企业都是将国外生产的乘用车进行分解，测量尺寸，采取反向工程的方法研发乘用车。这一做法一定会带来汽车制造的高成本，但当时是计划经济时期，乘用车的开发是一项政治任务，担当这一任务的都是国有企业，可以不必更多地考虑生产成本问题。

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汽车企业发展乘用车的方式可以为分两类：

一是利用卡车技术独立研发乘用车。日本汽车企业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民营企业，必须考虑乘用车的制造成本。因此，一部分日本汽车企业最初是利用在卡车生产领域积累起来的技术开发乘用车的，丰田公司采取的就是这一进入方式。乘用车直接使用卡车的底盘，零部件也尽可能与卡车实现通用化。形象地讲，当时丰田的乘用车就是卡车的底盘装上乘用车的外壳。尽管这种以卡车为基础开发的乘用车具有自重很大、不便于驾驶、悬挂硬、舒适性差、车身高、外观不够美观等诸多缺点，但由于实现了和卡车技术的共用，制造成本相对较低。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提升了企业的研发能力。

二是进行技术引进，与外国企业开展技术合作。日产、日野、五十铃、三菱等公司最早就是通过从国外企业引进技术，以技术合作的方式进入乘用车领域的。这些企业的合作伙伴主要是欧美的汽车企业。日野公司的合作伙伴是法国的雷诺公司，日产选择了英国的奥斯汀进行合作，三菱的合作对象是美国的吉普汽车，五十铃的合作伙伴是另一家英国公司希尔曼。到1957年，这些企业基本完成了外国引进汽车的零部件的国产化；20世纪60年代初期，所有日本企业都停止了国外设计汽车的生产，转为生产自主研发的乘用车。

1945年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是日本汽车产业新进入企业辈出的时代。除丰田、日产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从事汽车生产的企业外，许多新的企业进入汽车产业。新进入的企业主要包括三轮汽车生产企业、军工企业、飞机制造企业。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20世纪30年代，日本国内就出现了三轮汽车生产企业。由于三轮汽车生产技术简单，需要的零部件数量少，且强大的美国汽车企业在该领域没有竞争的产品，日本的一些民族资本选择了从该领域进入汽车产业。发动机的制造企业大发、东洋工业（马自达汽车公司的前身）等十余家企业曾经生产过三轮汽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禁止了三轮汽车的生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些企业恢复了三轮汽车的生产。而且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小型车的需求迅速增加，对三轮汽车的需求十分旺盛，因此1953年三轮汽车的产量占日本汽车总产量的6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汽车产业的另一类新进入者是军工企业和飞机制造企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战争期间，为了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大规模发展了军事工业。战争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令严格禁止日本发展军事工业，军工企业和飞机制造企业被迫转型。这些企业也选择了市场成长性好、技术相近的三轮汽车制造领域。1959年日本的汽车产量达到了26.3万辆。

三、内需主导期的日本汽车产业（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汽车产业进入大发展时期。1962年，汽车产量达到约99万辆，1966年突破200万辆，1967年超过300万辆，超过了联邦德国，跃居为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国。1968年超过400万辆，1969年超过460万辆。

20世纪60年代拉动日本汽车产业发展的是日本国内的强大内需。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乘用车逐渐进入家庭，日本开始进入汽车社会。日本国内的汽车需求迅速增加，拉动了汽车产业的发展。在这一阶段，商用车的需求迅速增加，乘用车的需求增长速度更快。1968年，乘用车的产量达到了205.6万辆，超过了商用车的203.0万辆，占到了全部汽车产量的50.3%。

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新车需求的迅速增加，日本汽车企业加速了新工厂的建设与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同时，持续的改善运动提高了日本汽车企业的生产效率。尽管当时日本的汽车产业与欧美的汽车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但由于汽车产业保护政策的实施，日本乘用车的进口数量很少（见表4-2）。1966年到1969年每年的进口数量都维持在1.5万辆左右，仅占国内需求总量的1%左右（1966年超过2%）。

日本汽车企业对海外的出口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卡车，数量十分有限。20世纪60年代，以丰田和日产为核心的日本汽车企业开始了对海外进行乘用车出口的尝试。与中国企业优先选择汽车产业较为落后的国家进行出口的战略不同，日本企业最先选择的出口市场是汽车产业最发达的美国市场。在当时，日本的汽车企业还不具备与美国的汽车企业进行正面竞争的能力，只能选择美国汽车企业忽略的低价格市场进入。为了打开美国市场，日本汽车在美国的售价低于日本国内市场。换言之，日本汽车企业利用国内的市场保护政策在国内设定较高的市场价格，并将在国内市场获得的利润用于出口产品的补贴，这一低价格战略有效地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日本汽车产品的对美出口。与少量的进口数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乘用车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1967年以后，日本乘用车的出口数量每年以10万辆以上的速度不断增加，到1969年，日本乘用车的出口数量达到58.8万辆。


表4-2　日本乘用车的国内生产和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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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小浜裕久.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M］.东京：日本评论社，2001：87；JAIA日本自動車輸入組合网站（http://www.jaia-jp.org/stat）。

20世纪60年代，也是日本汽车企业进行兼并重组、产业组织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随着日本国内的需求从三轮汽车转向四轮汽车，三轮汽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三轮汽车生产企业中的一部分停止生产，退出了汽车产业；另一些企业被并购，日本的汽车产业的企业数量减少到11家，产业组织趋于集中化。

四、出口主导期的日本汽车产业（20世纪70年代）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的汽车产业仍然保持了很快的增长速度。从其国内的汽车产量来看，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为529万辆，但到了1979年，产量接近1 000万辆，达到964万辆，1970年到1979年的10年期间，日本国内的汽车产量将近翻了一番。在这10年中，发展最快的仍然是乘用车。这期间，带动日本汽车产业成长的力量来自对外出口。

伴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20世纪60年代，日本家庭开始购买乘用车，日本社会正式迈入汽车社会。进入70年代后，日本国内的汽车需求还在增加，1973年日本国内的汽车需求量达到293万辆。但是1973年的石油危机出现后，日本国内汽车需求出现下降，1974年下降到217万辆。此后，日本国内需求虽有所回升，但整个70年代也没有超过1973年的293万辆。

20世纪70年代带动日本汽车产业成长的力量是对国际市场的出口。尽管日本汽车企业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卡车的小规模出口，60年代开始了乘用车的对美出口，但日本汽车企业的大规模出口始于20世纪70年代。

从表4-2可以看出，1970年，日本乘用车的出口占其国内生产的比例仅为24.8%，但到了1979年，这一比例达到了54.7%，超过了国内市场的销售占比。日本乘用车的出口数量从1970年的78.9万辆猛增到1979年的337.5万辆，10年增加了3倍以上。以上仅仅是乘用车的出口数据，如果加上商用车的数据，则1970年日本汽车的出口数量已经超过100万辆，1973年超过了200万辆，1977年达到了400万辆。从出口市场来看，1965年，日本汽车对美国的出口仅为4万辆，1970年达到了50万辆，1975年为110万辆。可以看到，1970年日本出口的汽车产品有一半左右卖到了美国。此后，日本汽车的出口市场开始多样化，对美国的出口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但美国市场一直是日本汽车企业出口的主要市场。

日本汽车出口数量激增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爆发于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大幅推升了汽油价格，世界的汽车需求向小型化、省油化转变。由于日本国内道路狭窄，油价较高，日本汽车企业一直在研发和制造小排量、低油耗的汽车。日本汽车正好适应了石油危机后世界各国的汽车需求。

20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企业的出口产品策略也发生了变化。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汽车企业是将国内的已有产品直接出口到国外市场，没有为海外市场开发产品。以丰田公司为例，该公司是将国内生产的皇冠、卡罗拉等乘用车直接出口到美国市场。进入70年代以后，丰田开始开发面向海外市场的战略车型，凯美瑞就是其代表之一。

在日本汽车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日本汽车企业从来没有放弃过开发适合日本国情的汽车生产方式的努力。20世纪70年代末期，丰田生产方式（准时制，即Just In Time，后来又被称为精益生产方式）诞生，准时制生产方式的核心内容已经基本完成。日本企业的不断努力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增强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这是日本汽车出口迅速增加的最主要的原因。

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逐渐废止了汽车产业保护政策，大幅度降低了汽车进口的关税，但日本的汽车进口数量在70年代没有大幅增加。1979年，日本的乘用车进口数量仅为6.5万辆（见表4-2），占国内需求的2.3%。这一数据也说明70年代日本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了很大的提升，基本达到了欧美汽车大国的水平。

五、海外投资期的日本汽车产业（20世纪80年代）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汽车产业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但日本仍然保持着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大国的地位。从日本国内的生产数量来看，1980年为1 104万辆，1989年产量为1 303万辆，突破了1 300万辆大关。

认真分析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汽车生产数据可以发现，在这10年中，日本的商用车的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在下降。1980年日本商用车的产量为400万辆，1989年减少到397万辆。与商用车不同，乘用车的产量从1980年的704万辆增加到了1989年的905万辆。

观察表4-2的数据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的前半期，日本国内的乘用车需求变化不大，稳定在250万辆到290万辆之间。但从1987年开始，随着经济泡沫的出现，日本国内的乘用车需求开始增加，1989年达到447万辆。80年代后半期，经济泡沫带来日本国内需求的增加是日本汽车需求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乘用车的出口数据来看，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乘用车的出口略有增加，出口的最大值产生于1986年，达到520万辆。但从1987年开始，乘用车的出口数量开始下降，从总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日本乘用车的出口变化不大。

20世纪80年代，日本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以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为核心组成的国际汽车计划组织（IMVP）研究发现，80年代初期日本汽车产业在组装部门的生产效率、产品质量、研发周期、研发效率、销售网点的顾客满意度等方面都强于美国和欧洲的主要汽车生产企业。此后，许多研究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随着日本汽车产业的崛起，其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出口数量日益增加，直接导致其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日益加剧。1981年，美日之间达成协议，日本实施对美汽车出口的自我限制，即日本将每年向美国出口的汽车数量限制在168万辆以内，1984—1985年又把总数扩大到185万辆。贸易摩擦不仅发生在日美之间，而且发生在日欧之间。同时，日元升值也导致日本汽车企业的出口成本上涨。为了绕过出口限制，规避贸易摩擦，日本汽车生产企业开始海外投资。

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目的地主要是美国。1983年，本田的美国工厂开始生产汽车；两年后，日产、丰田和通用合资的美国工厂也开始生产。此后，马自达和福特合资的美国汽车工厂以及三菱的美国工厂相继开始生产。1989年，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工厂共生产汽车109万辆。日本企业的美国工厂的汽车生产数量参见表4-3。


表4-3　日本企业的美国工厂的汽车生产数量　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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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小浜裕久.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M］.东京：日本评论社，2001：111.

日本汽车企业的海外投资首先集中于美国，此后逐渐扩展到欧洲、亚洲等地。

六、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调整期的日本汽车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后）

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日本的经济泡沫开始破裂，日本的汽车产业也进入了调整期。经济泡沫的破灭直接影响了日本汽车产业的发展，日本国内的汽车产量进入了下降阶段。1999年，日本国内的汽车产量低于1 000万辆，为989万辆，比1990年的1 349万辆减少了360万辆，已经低于1980年的产量水平。

2001年以后，日本的汽车产量开始出现恢复性增长，2006—2008年，基本恢复到了1 100万辆的水平。但次贷危机的出现再次重创了日本的汽车产业，2009年全年产量仅为793万辆，略高于1976年的水平。此后，日本的汽车产量逐渐恢复，但到2015年为止，仍然没有达到1 000万辆的水平。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进入了经济泡沫破灭后的调整期，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持续走低，家电、电子等日本曾经的优势产业的著名企业业绩低迷，一些汽车企业也陷入亏损。此时，一些学者提出了“日本产业没落论”“日本汽车产业没落论”。日本国内汽车产量的下降似乎也可以从侧面支撑这样一些观点。准确地判断日本汽车产业的竞争能力，不能仅看其国内生产的数量，需要更加全面地考察其他指标。

从表4-2的数据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国内的乘用车需求总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2015年为417万辆，远远低于1990年水平。而从出口数据看，其变动较大。从1990年到2001年整体上呈下降趋势，2002年开始上升，2008年达到592万辆。此后，再次呈现下降趋势，2015年乘用车出口数量为397万辆。同年，日本全部汽车的出口数量为458万辆。

从进口数量来看，1991年到1996年，日本进口乘用车的数量从19.5万辆增加到44.0万辆，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这一阶段日本进口乘用车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受日元升值的影响，而不是日本企业竞争力下降导致的。1990年12月美元对日元的平均价格为1美元兑换133.81日元，但到了1995年6月则为1美元兑换84.55日元。日元升值，使得日本汽车企业将海外工厂的一部分产品进口到日本国内销售，导致日本乘用车进口数量增加。1996年以后，随着日元价格的回落，日本乘用车的进口数量逐渐下降，2000年至2011年期间，稳定在28万辆以下。2012年开始，由于日元再次升值，乘用车的进口数量再次突破30万辆，但仍然远远低于出口数量。

进一步观察日本汽车企业的海外生产数据可以发现。1983年以后日本汽车企业的海外生产呈持续上涨的态势。1993年，日本汽车企业的海外生产数量达到466.8万辆，1997年为634.2万辆，2000年为636.0万辆，2007年为1 186.0万辆，2007年海外生产量超过了日本国内的汽车生产量（1 159.6万辆）。2010年海外生产数量为1 318.1万辆，2015年，日本汽车企业的海外生产量为1 809万辆，其中亚洲947万辆，欧洲167万辆，北美洲482万辆，中南美洲182万辆，非洲22万辆，大洋洲9万辆。
[3]

 与国内汽车生产量的低位徘徊不同，日本的海外汽车生产量持续快速攀升。从日本国内的汽车产量和出口数量的变化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汽车产业开始出现停滞现象，但从日本汽车产业的海外生产来看，日本汽车产业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日本作为世界汽车大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变化。



注释：


[1]
 藤本隆宏.日韩自动车产业的形成和产业育成政策［J］.经济学论集，1994（4）：57.


[2]
 小浜裕久.战后日本的产业发展［M］.东京：日本评论社，2001：83.


[3]
 日本汽车工业会.海外生产统计［DB］.http://www.jama.or.jp/.


第二节　韩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

日本学者藤本隆宏将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的韩国汽车产业划分为了五个主要阶段
[1]

 。本文将韩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分为七个阶段，其中前五个阶段借鉴了藤本隆宏的阶段划分方法，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两个阶段。

一、散件组装阶段（1962—1973年）

韩国汽车产业的起步相对较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韩国国内的汽车完全依靠进口，韩国国内只有一些简单的零部件生产企业。

韩国正式开始进行整车生产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后。1962年，韩国的汽车生产企业新国汽车公司诞生，开始组装生产乘用车和卡车。同年，起亚汽车公司诞生，开始了三轮汽车和摩托车的生产。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产业发展路径相同，韩国的汽车产业的发展初期也是以进口替代为主，即从进口汽车零部件进行半散件组装（SKD）开始，发动机、齿轮箱等一部分核心零部件的总成和其他零部件直接从国外进口，在韩国国内组装生产，替代进口的汽车产品，满足韩国国内的市场需求。此后，韩国的汽车产业从半散件组装发展为全散件组装（CKD）。接下来，进入国产化的阶段，即在韩国国内发展零部件产业，替代进口的零部件，逐步提升韩国汽车的国产化率。

20世纪60年代前期，韩国的汽车产业基本处于SKD阶段，到了60年代后期，进入了CKD发展阶段。

由于进口替代初期几乎完全依靠国外的进口零部件，因此韩国国内组装的成本往往高于从国外直接进口汽车。为了扶植本国弱小的汽车产业，韩国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国内市场保护政策，严格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同时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鼓励本国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鼓励的结果是，新进汽车公司和现代汽车公司等新兴财阀纷纷进入汽车生产领域。这些企业在发展初期纷纷与发达国家的汽车企业开展技术合作，从发达国家的汽车企业引进汽车生产技术，以散件组装的方式进入汽车生产领域。随后，这些企业开始了零部件国产化。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为止，韩国的汽车产业的发展并不顺利，处于相对停滞的状态。

表4-4是韩国历年的汽车产量数据。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1973年韩国全年的汽车产量仅为2.63万辆。


表4-4　韩国历年汽车产量　单位：辆

[image: ]


[image: ]


资料来源：藤本隆宏.日韩自动车产业的形成和产业育成政策（2）［J］.经济学论集，1994（2）：74；世界汽车组织（OICA）网站（http://www.oica.net/category/production-statistics/）。

二、国产化阶段（1974—1979年）

1974年，韩国政府提出了“长期汽车工业振兴计划”，确定了三个基本目标：

（1）1975年年底之前，国产化率达到95%；

（2）1981年汽车出口额达到1.5亿美元；

（3）各汽车公司建设产能在5万台以上的发动机工厂和整车工厂。

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就是培育汽车产业，将其打造成为出口产业。

与此同时，韩国政府还制定了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相关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1）将汽车组装工厂和零部件企业分开进行培育；

（2）核心零部件、发动机和车身在汽车工厂内部生产；

（3）对于其他零部件采取“水平系列化”生产方法，即一个零部件在一个专业化工厂进行生产；

（4）努力实现零部件的出口；

（5）鼓励企业的技术引进；

（6）将新工厂全部建在昌源机械工业园中，节约基础设施的建设费用。

上述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和培育零部件企业与汽车组装产业同步发展。

在政府政策的扶植下，韩国的汽车产业迅速发展，汽车产量从1974年的3万辆增加到1979年的20余万辆，6年时间增长了6倍多。与此同时，韩国政府制定的汽车出口目标也顺利实现。

三、石油危机导致的停滞阶段（1980—1983年）

1979年爆发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给韩国的汽车产业带来了巨大打击，其国内需求和出口均遭受重创。如表4-4所示，1980年，韩国的汽车总产量下降到12万辆，比1979年减少了39.77%以上。韩国的汽车巨头现代、大宇、起亚均陷入亏损局面。

为了重振汽车工业，韩国政府在1981年颁布了汽车工业合理化措施，其基本方针是，现代和新进（1982年被大宇并购）两家汽车企业专注于乘用车生产，起亚汽车公司生产商用车，形成韩国汽车的“三巨头”。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利用规模经济，提高韩国汽车企业的竞争力。此后，韩国的汽车产量逐渐回升，1983年达到22万辆，超过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彻底摆脱了停滞状态。

四、对美出口增长阶段（1984—1987年）

1984年以后，韩国汽车的对外出口开始激增。1984年到1987年，韩国的汽车出口量从5万辆增加到55万辆，4年增长了10倍，其中增长最快的是对美国的出口。1984年到1987年期间，韩国汽车对北美的出口量从3万辆增加到47万辆，即1987年韩国出口汽车的85%以上销售到了北美市场。与此同时，韩国国内的汽车需求也在增加，1987年，韩国的汽车生产量到达98万辆，接近100万辆大关。

毫无疑问，在这一阶段韩国汽车产业的大发展是在出口激增带动下实现的。当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汽车大规模出口北美，既有韩国汽车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影响，也得益于有利的外部环境。美日达成的日本汽车对美出口的自主限制协议，以及1985年《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大幅升值，给韩国汽车企业提供了机会，韩国的汽车成功地代替了部分日本汽车，大规模进入美国的市场。

在这一阶段，随着韩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迫于国外的压力，韩国政府逐渐放开了对进口汽车的种种限制，并逐步降低了汽车的进口关税。

五、内需扩大阶段（1988—1997年）

1988年以后，韩国的汽车产业仍然保持很快的发展速度，1991年产量接近150万辆，1993年突破200万辆。但在这个阶段，拉动韩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已经不是出口，而是旺盛的国内需求。

经过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美出口的迅速增长期之后，由于韩元升值、产品质量不稳定、美国国内市场需求减少、加拿大政府对韩国汽车实施反倾销制裁等，韩国汽车的对外出口开始下降，1991年韩国对美国的汽车出口减少到23万辆，不足1988年的一半；1990年韩国汽车的全部出口量下降到34万辆。

与出口的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需求的大幅增加。1987年，韩国汽车的国内销售数量为40万辆，到了1991年增加到110万辆。此后，韩国汽车的国内需求继续增加，对外出口也逐渐恢复，1997年，韩国汽车的产量达到344万辆，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居第二位；出口汽车131.7万辆，占世界汽车出口总量的6.5%。

六、伴随亚洲金融危机的结构调整阶段（1998—2007年）

1997年11月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给韩国的汽车产业带来了巨大打击，起亚、双龙等韩国汽车企业先后陷入财务危机，大宇汽车公司并购了双龙汽车公司，现代汽车公司收购了起亚汽车公司，韩国的汽车产业进行了第一次大的结构改革。1998年，韩国的汽车产量下降到224万辆，比1997年减少了35%。

但是，金融危机的影响并没有因此结束。2000年，大宇汽车公司遭遇财务危机，大宇、三星、双龙等韩国汽车企业纷纷被国外企业控股或并购。1999年以后，韩国的汽车产业逐渐恢复，到2004年产量接近350万辆，超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前的水平。此后，到次贷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为止，韩国的汽车产业保持了顺利发展，2007年产量突破400万辆大关，达到409万辆。

七、次贷危机之后的成熟期（2008年以后）

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同样给韩国的汽车产业带来了巨大影响。在对海外市场出口遭受重挫的同时，韩国的国内汽车需求也出现大幅下降。2008年，韩国的汽车产量减少为383万辆，2009年进一步减少为351万辆。但此后，韩国的汽车产业迅速走出了次贷危机的阴影，2010年恢复到了400万辆的水平，达到427万辆，2011年以后，始终维持在450万辆的水平。



注释：


[1]
 藤本隆宏.日韩自动车产业的形成和产业育成政策（2）[J].经济学论集，1994（2）：69-76.


第三节　日韩两国的汽车产业政策

无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日本，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其汽车产业都是典型的幼稚产业，与美国和欧洲的发达国家的汽车产业相比较，它们的汽车产业都十分落后，竞争力严重不足，难以和发达国家的企业开展竞争。为了扶植本国弱小的汽车产业发展，两国政府都对汽车产业的发展给予了政策扶植。因此，谈到日韩两国的汽车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就离不开产业政策这个话题。

一、日本的汽车产业政策回顾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就存在汽车产业政策。20世纪初期，日本国内还没有像样的汽车企业，更没有汽车生产技术。其国内的汽车需求都需要通过进口国外的产品来满足。当时，日本政府对外资采取了较为宽容的政策，允许外国企业到日本投资建厂。在这一背景下，1925年前后美国的福特汽车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在日本建立了最早的汽车制造企业，在日本生产商用车。但到了1936年，日本政府改变了对外资的宽容政策，其标志就是1936年制定的《自动车制造事业法》。该法律的核心思想就是将日本国内的外资汽车企业驱逐出日本，保护和发展日本的民族汽车产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汽车产业政策不是本书讨论的重点。接下来，将主要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汽车产业政策。

研究日本的产业政策，可以有两个维度。一是时间维度，即按照政策制定的时间次序对日本的产业政策进行介绍；二是按照政策的内容进行介绍。日本东京大学藤本隆宏教授将汽车产业政策分为进入和退出政策、车种和技术政策、生产和销售政策三大类。
[1]

 以下按照产业政策的内容，即依据藤本隆宏的分类，从进入和退出政策、车种和技术政策、生产和销售政策三个方面，分别对日本的产业政策进行介绍。藤本隆宏是世界汽车产业研究的权威，他对日本汽车产业政策的研究十分清晰准确，时至今日仍是研究日本汽车产业政策最权威的成果。在本部分内容的写作过程中，也参考了藤本隆宏教授的相关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并致谢。


（一）日本汽车产业的进入和集中化政策


1.日本汽车产业的限制外资进入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日本延续了战前的限制外资进入的汽车产业政策。1951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外资法》规定，外资进入日本需要经过日本政府的批准。1952年，日本通产省制定了《关于乘用车领域利用外资的基本方针》，对《外资法》在汽车产业的应用进行了补充。《关于乘用车领域利用外资的基本方针》的主要内容是严格限制外资企业的进口汽车的销售。此后，为了促进汽车零部件的技术引进，日本政府允许外国企业和日本企业合资成立零部件生产企业，但始终严格禁止外国企业直接涉足日本的汽车组装行业。

1964年，为了参加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日本政府承诺实施资本自由化，允许外国资本进入日本。伴随着这一政策变化，1971年，克莱斯勒汽车公司与三菱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与五十铃汽车公司进行了资本合作，1979年福特汽车和东洋工业进行了资本合作。以上合作都是美国汽车企业对日本汽车企业进行注资，成立合资公司，并没有出现外资企业在日本进行独立投资。

2.日本汽车产业的集中化政策

汽车产业是规模经济效益十分明显的行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政府就严格限制汽车产业的企业数量，仅仅允许丰田、日产、五十铃三家企业生产汽车。战后，日本政府延续了战前的这一政策。1952年，日本政府制定的《关于乘用车领域利用外资的基本方针》规定，进口零部件组装汽车需要日本政府的许可。政策颁布后，有6家企业申请与外资企业进行技术合作，进行散件组装。最终，日本的通产省没有批准规模较小的富士汽车公司和日英汽车公司的申请，延续了限制汽车企业数量的政策。

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为了应对贸易和资本自由化带来的挑战，日本通产省试图通过扩大企业规模的做法提高日本汽车企业的竞争力，提出了产业重组的设想，即通过企业合并减少汽车企业数量，鼓励汽车企业做大做强。1961年，日本产业合理化审议会颁布了企业集团化构想，试图将特殊乘用车和轻型乘用车领域的企业合并为两三个企业集团。为了配合这一政策的实施，1963年日本中央银行决定对汽车企业的合并合作给予融资优惠，1966年又制定了企业合并重组的税收优惠政策，积极鼓励汽车企业实施兼并重组。

尽管日本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兼并重组的政策，但日本的汽车企业并没有按照政府的政策意图行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产业的并购重组只有一次，那就是1966年发生的日产汽车公司和普林斯汽车公司的合并。从汽车组装企业来看，日本政府的汽车产业集中化政策以失败告终。

日本汽车产业的集中化政策不仅涵盖了整车制造，而且涵盖了汽车零部件生产。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商工省就在1937年颁布了《汽车零部件制造业发展方针》，制定了日本政府的汽车零部件产业政策。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1）以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提升质量为目标，引导企业向专业化方向发展；（2）努力实现规格的统一和标准化；（3）鼓励汽车制造企业与零部件企业结成固定的合作伙伴关系，并从资金、技术等方面支持零部件企业的发展。从上述政策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汽车零部件政策的立足点有两个：一是在核心零部件领域防止企业一哄而上进行重复投资和建设，选择具有竞争力的零部件企业进行重点培育；二是发挥整车制造企业的作用，通过对零部件生产企业给予技术指导、贷款支持、设备出租等方式培养专业化零部件生产企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仍然延续了战前的零部件产业政策的内容，基本思路仍然是每一种零部件培养少数具有大规模生产能力的专业化生产企业。但与整车制造领域的产业政策相同，汽车零部件领域的产业集中政策也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没有按照政府的政策意图发展成为独立的大规模专业化零部件生产企业，而是形成了以丰田、日产等整车制造企业为核心的零部件供应体系。


（二）日本汽车产业的车种与技术政策


在汽车产业发展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出现过企业一哄而上，车型数量众多，每种车的销量很少的情况。其结果是汽车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难以发挥，企业成本居高不下。因此，为了发挥汽车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许多发展中国家制定了限制汽车车型种类的政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府将乘用车的生产限定在“三大、三小、两微”八家企业，而且每家企业只能与一家国外企业进行合资的政策，就是汽车产业的车种政策。与很多发展中国家不同，日本的汽车产业政策中没有直接限制企业汽车车型数量的相关内容，其主要的政策是技术引进政策。

1.整车技术引进政策

日本政府的汽车产业技术政策的基本特征是，积极鼓励日本国内企业的技术进步，对国外技术采取“限制性、有选择的技术引进”政策。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是积极促进零部件技术的引进，但对乘用车的整车技术则采取了限时开放政策。比如，1952年，日本政府承诺保障汽车零部件专利收入的国外汇出，同时保障零部件领域合资企业向母国汇出利润。但对于整车技术，只有当五年以内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时，才允许将专利收入汇到国外，同时，严格禁止外资企业进入日本的整车生产领域。此外，对于政府批准的乘用车技术引进和合作项目，不允许延长合作期限。60年代以后，不再允许乘用车生产企业向国外汇出汽车专利费用。

日本政府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促进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发展，摆脱对国外企业的技术依赖，促进汽车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其结果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主要汽车生产企业都停止了国外企业开发的汽车产品的生产，改为生产国内自主开发的汽车产品。

2.零部件的技术引进政策

与整车技术的限制性引进政策不同，日本政府积极鼓励零部件技术的引进。首先，允许外资企业与日本企业组建合资企业，生产汽车零部件产品。其次，在税收上允许零部件企业抵扣向外国企业支付的专利使用费，给予税收优惠。

3.汽车设计政策——“国民车构想”

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相同，日本政府也曾经提出过“国民车构想”，试图直接干预日本汽车企业的乘用车设计。1955年，日本通产省公布了“国民车构想”，对于所谓“国民车”的最高时速、准乘人数、燃油消耗、排气量、车体重量、生产成本、销售价格等基本指标提出了具体要求。日本通产省要求汽车企业一年内完成试制，通产省从中选择和确定一个车型为日本的“国民车”，由设计企业进行生产，并对该车的生产给予政府补贴。日本政府的这一政策遭到广泛批评，最终没能落实。


（三）日本汽车产业的生产与销售相关政策


1.限制整车进口政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的外汇十分短缺，日本政府严格限制了整车进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政府沿袭了战前的限制整车进口的政策，但在乘用车领域，由于日本国内供给能力严重不足，在1951年之前仍然以进口为主。1951年以后，日本政府再次确立了对汽车产业的保护政策，通过外汇配额、进口数量限制和关税等办法对进口汽车进行限制，保护日本的汽车产业。日本对进口汽车的关税实施差别化税率，1951年，乘用车的进口税率为40%，卡车和大巴等商用车的进口税率为30%。在乘用车领域，排量小的小型车的产品税税率低于大型车。此外，随着日本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推进，汽车领域的进口数量限制也被逐渐取消，1961年取消了商用车进口数量限制，乘用车在1965年、发动机在1971年取消了进口数量的限制。

2.零部件国产化政策

在严格限制汽车进口的同时，日本政府制定了零部件国产化政策。1952年日本汽车企业开始进行散件组装时，日本政府就将五年完成国产化定为政府的目标，并规定如果五年内国产化率达不到90%，则无法保证外国企业向国外汇出专利费的权利。

3.鼓励设备投资政策

20世纪50年代，为了促进汽车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积极鼓励汽车企业进行设备投资。日本鼓励投资的政策包括有日本政府背景的日本开发银行和中小企业金融公库的低利率融资政策、汽车及其零部件企业的设备加速折旧制度、进口机械免税政策、对小型汽车工业协会和汽车技术协会的财政补助等。

二、韩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回顾


（一）韩国汽车产业的进入和退出政策


1.韩国汽车产业的外资进入政策

韩国的汽车产业采取了政府许可制度，无论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需要经过政府（韩国商工部）的许可，才可以进入汽车生产领域。这一政策的目的既是限制外资企业进入汽车产业，同时也是限制内资企业进入汽车生产，提升汽车产业的市场集中度。1978年以后，韩国政府放松了对外资企业的进入限制，同时积极鼓励国内企业引进技术，但是对外资企业的投资比例仍然有严格的限制，即外国企业在韩国汽车企业的投资比例不允许超过50%。

1993年，韩国政府撤销了对外资企业进入汽车行业的限制，名义上实现了外资进入的自由化，但外资企业的进入仍然需要政府的批准。此外，韩国汽车企业在海外资本市场的融资也需要政府的批准。尽管在法律层面韩国的汽车产业实现了对外国资本的全面开放，但事实上韩国政府一直对汽车产业的外资进入实施限制政策。

2.韩国汽车整车生产的限制进入和集中化政策

与日本一样，为了提高汽车产业的集中度，韩国政府也多次制定相关政策。1962年，韩国政府制定了《汽车产业保护法》，明确规定组建汽车制造企业需要经过韩国商工部的批准。这一政策的制定就是要防止汽车产业的重复投资，提升产业集中度。同年，韩国商工部批准的汽车企业只有散件组装企业新国汽车公司、生产微型客车的新进汽车公司、组装三轮汽车的起亚汽车公司以及其他生产大巴汽车的企业，共8家。

1963年，韩国商工部公布了“汽车工业一元化方案”，试图通过汽车制造企业间的零部件标准化和通用化提升零部件产业的国产化水平。但是，由于汽车生产企业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这一目标最终没有能够实现。1964年，韩国政府制定了“汽车工业综合育成政策”，以新进汽车公司为核心，将汽车的生产全部集中于新进汽车公司，同时将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集中到75家企业手中，推进零部件的国产化。但是，1965年亚细亚汽车公司（散件组装菲亚特产品）、1967年现代汽车公司（散件组装福特产品）相继诞生，1971年从事三轮汽车生产的起亚汽车业得到了四轮汽车的生产许可，形成了韩国汽车产业四家企业并存的局面，这一政策事实上以失败告终。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汽车产业出现生产能力过剩、开工严重不足的局面。韩国政府再次提出了汽车产业集中化的设想，这就是所谓的“汽车工业统合措施”，即韩国汽车企业通过横向重组统一成一家企业，避免重复投资。具体方针是将新进汽车公司和韩资企业现代汽车公司合并，将经营权交给现代汽车公司。但是，由于掌握了新进汽车公司50%股份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坚决反对，这一计划没有成功。

1981年韩国政府公布了“汽车工业合理化措施”，其政策目标仍然是汽车产业的集中化，具体措施是限制五家韩国汽车企业生产的车型，并严格限制新建汽车生产企业。该政策的具体内容是：（1）乘用车由现代和新进两家企业生产；（2）中小型商用车由起亚汽车公司生产；（3）大型卡车由上述三家企业生产；（4）大型客车由上述三家公司加上东亚汽车公司生产；（5）特种车由东亚汽车公司生产；（6）越野车由巨和汽车公司生产。这一政策的目的就是限制每一个车型的生产企业数量，实现生产的集中化。

此后，由于韩国汽车出口的增加，韩国政府取消了上述政策中的一些限制性内容，但始终没有完全实现汽车产业的自由进入。

3.零部件企业的限制进入和企业集中化政策

为了培育韩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政府制定了促进零部件企业发展的政策，试图在每一个零部件品类领域培养一家具有较大规模和较强竞争力的专业化企业。但这一政策最终由于汽车生产企业的抵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20世纪70年代以后，韩国政府调整了零部件产业政策，改为以汽车企业为核心组成垂直的系列化零部件供给体系。

一般认为韩国政府比日本政府更为强势，对经济的干预程度更大。但从上述韩国政府的汽车整车和零部件产业的集中化政策来看，如果产业政策得不到企业的支持，那么政府的产业政策也必将以失败告终。


（二）韩国汽车产业的车种和技术相关政策


1.车种限制政策

韩国政府并没有直接限制车种数量。但韩国政府一直十分重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这一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限制企业的进入来实现的。

2.奖励自主设计的政策

韩国政府始终鼓励韩国汽车企业生产自主设计的汽车产品，限制生产外国企业设计的汽车产品。20世纪70—80年代是韩国企业自主设计产品和外资企业设计产品并行生产的阶段，进入90年代以后，韩国汽车企业掌握了小型乘用车的设计技术，但高级乘用车的设计仍然要依靠海外企业。而在这一过程中，韩国政府积极扶植自主设计的政策始终没有动摇过。

3.促进技术引进的政策

在韩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前期，韩国政府积极支持国内技术的发展。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汽车开始出口到北美市场，为了提升韩国汽车产业的出口能力，韩国政府积极鼓励从国外引进技术。北美市场对汽车安全、环保等有着严格的要求，而韩国汽车企业的相关技术较为落后，为了满足北美市场的要求，韩国政府积极支持企业引进国外的安全和环保技术。

4.国民车计划

为了促进韩国汽车产业的发展，1987年韩国政府提出了“国民车设想”，对国民车提出了具体要求。韩国国民车的具体规格如下：发动机排量在0.8升以下，汽车尺寸为长3.5米、宽1.5米、高2.0米以内，价格在300万韩币左右。对于符合要求的国民车，韩国政府会给予特别消费税减免的优惠政策。韩国政府并没有将国民车的生产企业限制为一家，任何汽车制造企业都可以开发和制造国民车。

对于韩国政府的国民车计划，现代、起亚、大宇、双龙等汽车企业都曾进行过研究，但最终只有大宇使用铃木的奥拓技术生产了TICO汽车，价格为320万~360万韩元。


（三）韩国汽车产业的生产与销售相关政策


1.限制进口政策

韩国政府于1962年颁布的《汽车产业保护法》明确规定，对汽车整车和汽车零部件（散件组装除外）实行进口限制。这一政策属于典型的替代进口的幼稚产业保护政策。限制进口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60年代至70年代，韩国的汽车进口量始终没有超过国内产量的10%，70年代后期开始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80年代不足0.1%。

1962年，韩国小型乘用车的进口关税税率为180%，一般乘用车的进口关税税率高达250%，卡车和客车的进口关税税率为50%。

此外，韩国政府对汽车购买也征收各种税，包括特别消费税、防卫税、附加价值税等，这些税种的税率也是与发动机排量直接挂钩的，发动机排量越大，税率越高。由于绝大多数进口车的发动机排量大于韩国的国产汽车，因此这一政策同样具有保护国产汽车的效果。

随着韩国汽车产业竞争能力的提升，以及来自美国政府等的海外压力的增大，韩国政府在1986年解除了对商用车和发动机排量在2.0升以上的大型乘用车的进口限制。1988年，对发动机排量在2.0升以下的小型车的进口实施了自由化（日本车除外）。同时，韩国政府逐步调低了进口汽车的关税税率。1987年，韩国乘用车的进口关税税率为60%，商用车为35%。1990年，商用车和乘用车的关税税率均降为17%，1993年进一步下调为15%，1994年降低为10%。

2.零部件国产化政策

韩国政府1962年制定的《汽车工业保护法》原则上禁止汽车零部件的海外进口，但对于国内汽车生产所需要的零部件，在能够国产化之前，允许其进口。在这一阶段，韩国政府尚没有具体的零部件国产化政策。

1974年，韩国政府制定了“长期汽车工业振兴计划”，规定了1975年国产化率达到95%的目标。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韩国的汽车零部件国产化率快速提升。

零部件国产化率的提升往往会带来汽车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为解决零部件国产化率和汽车出口竞争力之间的矛盾，韩国的汽车企业通常采取的对策是对国内市场销售的汽车和出口汽车进行差别对待，对于出口汽车、高级轿车更多地使用从日本等发达国家进口的零部件，而对于在韩国国内销售的汽车则尽可能使用韩国国产零部件。

3.奖励设备投资和出口政策

韩国奖励汽车企业设备投资的政策的基本手段与日本基本相同，以低利率贷款和税收优惠为主。1977年韩国政府将汽车产业定位为出口战略产业。在当年韩国政府制定的“出口振兴综合政策”中，针对出口产业的外汇贷款、设备投资、技术引进等方面制定了优惠政策。比如，在政策金融方面，将汽车和汽车零部件产业纳入国民投资基金和产业银行资金的支持范围，享受远远低于一般贷款利率的优惠贷款政策。

在奖励出口的政策方面，韩国的汽车企业享有免除汽车出口关税和进口原材料关税、返还出口汽车使用的原材料的附加价值税、设备加速折旧、出口收入的税收减免（出口开始后的前三年全免，后两年减半）、放宽出口企业的技术和设备引进的政府审批等优惠政策。同时对于汽车出口企业，允许其从事进口高级汽车的销售。

三、日韩两国汽车产业政策的比较

日本和韩国是从汽车产业的后发国家成功发展为汽车强国的典范。通过研究这两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产业政策对其汽车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发展时间来看，日本汽车产业的起步和成功都先于韩国，韩国政府在制定汽车产业政策时也学习和参考了日本的产业政策的成功经验，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综观日韩两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可以发现，两国的产业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日韩两国政府均对汽车产业进行了较强的政策干预


与欧美发达国家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韩两国的汽车产业都很弱小，属于幼稚产业，严重缺乏国际竞争力。如果过早地全面开放国内汽车市场，那么其国内的汽车企业必将受到欧美汽车巨头的冲击，难以生存。为此，日韩两国政府都制定了汽车产业政策，保护国内汽车市场，培育幼小的民族企业。


（二）产业政策都是以保护和发展本国的民族企业为着力点


日韩两国政府制定汽车产业政策的目标都是促进本国民族资本的汽车企业的发展。因此，初期的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都是保护国内市场，通过提高关税等办法防止国外的汽车产品对本国市场形成冲击，为本国汽车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需求环境。


（三）通过实现汽车产业的集中达到规模经营的目的


汽车产业是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明显的产业。日韩两国的汽车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积极鼓励大企业的发展，提升本国汽车产业的集中度，通过扩大规模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鼓励大企业发展的政策不仅适用于汽车组装企业，而且适用于汽车零部件企业。


（四）积极鼓励汽车出口


日韩两国都将促进汽车产品的出口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目标。日韩两国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因此在两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中都包含了鼓励汽车产品出口的内容。



注释：


[1]
 藤本隆宏.日韩自动车产业的形成和产业育成政策（3）［J］.经济学论集，1995（4）：74.


第五章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模式

汽车产业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产业，汽车产业的发展水平，不仅代表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水平，而且对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纵观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历史，美、德、法、意、英一直是汽车产业的强国，在后发国家中汽车产业取得成功的只有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的韩国。以上各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国内资本为主发展本国的汽车产业，而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选择了一条与上述各国不同的以引进外资为主的发展模式。近年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引起了世界汽车产业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国内关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模式的评价争论很大，一部分人提出选择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阻碍了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认为以合资为主发展中国汽车产业的模式选择是失败的。如何评价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成就和模式？

汽车产业走自主创新之路，是否只能依靠内资企业的力量？这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在评价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模式的成果之前，有必要对中国选择合资模式的过程进行分析。


第一节　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模式的选择和演进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模式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80年代初期到1996年，是以合资企业为主的发展阶段。在“高起点、大批量、专业化”原则的指导下，中央政府严格控制轿车生产企业的数量，将轿车生产的资格限定为八家企业（即所谓的“三大、三小、两微”），被批准的轿车生产企业纷纷走上合资之路。由于在国内市场受到高度保护的同时轿车生产企业的数量被严格控制，因此合资企业的高度垄断成为这一阶段汽车产业组织的最主要的特征。虽然在这一阶段汽车产量增长很快，但合资企业主要生产合资外方在国外已开发的成熟车型，且车型的更新速度缓慢，合资企业本身几乎没有进行独立的研发活动。

第二个阶段是1997年至今，在这一阶段，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模式从以合资为主转变为合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共同发展。1997年奇瑞公司成立，此后华晨、吉利也相继成为我国自主轿车品牌的新生力量，同时由于政府放宽了对外资企业进入的限制，更多的外资企业投资于中国的汽车产业，加之加入WTO以后进口汽车的关税降低，汽车产业组织的特点从以少数合资企业为主的寡头垄断转变为合资企业群雄争霸，内资企业“与狼共舞”，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这一转变使得中国的汽车产业形成了高度竞争的产业格局。汽车产业自主品牌的迅速成长、合资企业新车型推出时间的缩短和汽车产品价格的下降都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

80年代以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模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充分利用外国资本发展本国的汽车（尤其是轿车）产业。1983年以后，大众、戴姆勒、宝马、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丰田、本田、雷诺日产、现代等世界主要汽车集团均在中国设立了汽车生产合资企业。汽车生产合资企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外资零部件企业的对华投资，德尔福、伟世通、博世、日本电装、法雷奥等世界主要零部件跨国公司也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这样，世界汽车产业巨头群聚中国，使得中国成为外资企业最为集中的国家。随着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中国成为世界汽车厂商的必争之地。

前文中多次提到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成就，无论是国内生产能力的增强还是质量的提升，外资企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节　外资企业在我国汽车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外资企业的广泛进入对中国汽车产业的飞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客观事实。合资带来了我国汽车生产能力的全面提升，同时对中国汽车产业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的提升和零部件产业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汽车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部分指标能够接近世界水平，其主要原因是合资企业导入了外方公司先进的管理制度。对合资企业在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已有许多研究，本书不做全面评价。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如果没有合资企业，今天的中国汽车制造业就可能只能停留在与印度大体相当的水平。

关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合资的方式发展汽车产业的模式的功与罪，理论界争论较多。近年来，一些人对这一模式提出了批评，这些批评主要集中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方面，认为合资外方并没有把先进的车型、先进的技术拿到中国来，在中国没有进行研发活动，只是制造国外开发的车型，即，在汽车产业利用外资的过程中，由于合资企业外方的技术封锁等原因，中国的企业没有学到外方的先进技术，“以市场换技术”的政策彻底失败了。

中国的轿车生产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少进行新车的开发，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用一段时间内合资企业没有在中国国内开发新车的现象否定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观点是片面的，将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不尽如人意的原因简单归结于合资模式的选择的说法是错误的。

一、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成就是显著的

技术的内涵十分广泛，我们不能仅仅用新车型的开发来判断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程度。在汽车产业的技术体系中，不仅包括设计技术，还包括生产管理技术及生产工艺和方法等。尽管中国汽车产业的设计技术进步速度较缓，但在生产管理技术及生产工艺和方法等方面的进步十分明显，合资企业的生产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较为接近就是很好的例证。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还表现在零部件方面，外资企业的进入推动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从日韩两国的经验来看，后发国家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是先发展整车技术、后发展零部件技术的逆向创新；而由于引进了外资，中国的整车技术和零部件技术几乎是同步发展的，从包括零部件产业在内的汽车产业整体来看，中国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并不慢。2005年，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出口额达到89.47亿美元，同期的进口额为83.89亿美元，出口首次超过进口。在整车大规模出口国际市场以前，零部件产业已经实现了净出口，说明在部分零部件领域，中国的技术水平已经接近国际水平。

二、中国汽车产业的研发活动是与国内市场需求相匹配的

汽车生产企业的研发决策应以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因此一国汽车产业的研发水平受制于国内市场需求水平。在消费者购买力水平较低时，消费者选择汽车产品的主要依据是产品价格，而对性能、车型等考虑较少。此时，企业之间的竞争主要是成本和价格竞争，而不是差异化竞争。在价格竞争阶段，企业决策者把主要目标放在降低成本和价格方面，而不是开展新车型开发等研发活动。而当市场成熟，消费者需求趋于多样化、个性化以后，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就不再是低价格，而是汽车的质量、性能和款式。此时，汽车生产企业才会把竞争的重点从产品的成本和价格转到新车型的开发上来。日本的本田、丰田等汽车企业在美国投资建厂之初就设立了独立的研发机构，从事新车型的研究和开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美国的市场十分成熟，消费者对汽车产品有着特殊需求，只有在美国建立研发机构，才能更好地掌握消费者的需求信息，开发出适应市场需求的新车型。

从中国汽车市场的需求来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市场需求以政府和企业的公车购买为主，90年代中期以后，家庭才逐渐成为购买轿车的主体，但由于收入水平较低等原因，消费者注重的是汽车价格。对于这样一些消费者来说，合资企业生产的国外已有的车型完全可以满足其需要，对于需求层次较高、购买力较强的少数消费者，可以通过进口汽车来满足其需要，企业无须投入新的车型，更不需要在中国进行新车型的开发。中国汽车市场需求的特点是影响国内汽车研发活动的主要原因。近年来中国汽车企业加强了研发活动，这与中国汽车市场的成熟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三、中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速度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之一是产业政策的失败

企业经营的目的是利润最大化，企业的研发活动也是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服务的。汽车生产企业的新车型开发等研发活动不仅投入大，而且风险高。如果不搞新车型开发也可以获得高额利润，企业就不会进行研发活动。不仅外资企业是如此，内资企业也是如此。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为止，我国在保护国内市场的同时限制了轿车生产企业的数量，人为地制造了高度垄断的产业组织格局，使得合资企业不需要在新车型的开发等方面进行竞争也可以获得高额利润。高度垄断的产业组织是合资企业迟迟不更换车型，也不开展研发活动的原因之一。随着奇瑞等内资企业的崛起、更多的外资企业的进入以及加入WTO后国内市场的开放，原有的合资企业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已经加快了新车型的投入速度，同时也开始在中国建设汽车研发中心，汽车产业技术进步的速度明显加快。这一事实说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汽车产业技术进步速度较缓的原因是政府政策的失败，而不是选择合资方式发展汽车产业。没有哪个外国企业愿意把自己的技术拱手让与别人，但是也没有哪个外国企业宁可丢掉中国的巨大市场，也死死地抱住自己的技术不放。当外国企业感觉到必须在中国进行研发活动才能在竞争中取胜的时候，它们必将在中国加强研发活动。

四、对中国政局和政府政策的担忧也是合资企业较少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的原因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政府没收了所有外国企业的在华资产，改革开放后中国再次允许外资进入，但对于当时投资于中国的外国企业来说，中国的政局和政府政策的稳定性始终是其担忧的首要问题。因此，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的外国企业为了在占领中国市场的同时规避政府政策变化的风险，采取了减少投入、尽快收回投资的策略。在合资企业的建设中，尽可能不使用在国外早已成熟的自动化生产手段，而是用人工代替机器。无论是北汽克莱斯勒的汽车工厂，还是上汽大众、广汽本田的汽车工厂，在合资企业建设初期，其人均装备水平与这些合资企业外方的跨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都相差甚远。合资企业外方降低风险的另一个做法就是重生产、轻研发。对于合资企业的外方来说，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意味着增加投入，不符合其规避风险的策略的要求。为了减少在华项目的风险，尽快收回投资，外国企业仅仅把生产环节放到中国，而不在中国开展研发活动。

综上所述，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有其特有的规律。在汽车产业发展的初期，其技术进步的主要领域是生产制造技术，而非新车型的开发，只有当国内市场相对成熟以后，以新车型开发为主的技术进步才会成为进步的主要领域。因此，在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就试图使新车型的开发技术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事实上，合资之路不仅带来了中国汽车产业规模的扩大，而且带来了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中国汽车产业引入外资以后，汽车产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经从40年以上缩短为10年左右，这是一个重大的成就。

合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共同发展是中国汽车产业必须坚持的发展模式。


第三节　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与以民族资本为主的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

一、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与以民族资本为主的发展模式的异同

汽车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要发展汽车产业，就必须解决资金和技术两个关键生产要素的来源问题。由于国内缺少汽车产业的关键技术，汽车产业的后进国都需要从国外引进技术。但是，不同的国家，其资金的获取途径是不同的。根据资金获取方式的不同，汽车产业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汽车产业的模式可以分为以民族资本为主的发展模式和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以民族资本为主的发展模式主要以国内企业的资本投入为主，同时也不排斥利用外国资本，但其利用外资的方式不是与跨国公司建立合资企业，更不允许跨国公司投资在国内建立汽车企业，而是由本国企业从国外借款，弥补企业自身资金的不足。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是本国汽车企业和跨国公司合资成立汽车企业，在国内进行生产。

如前所述，我国发展汽车产业的模式是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其特点是通过和跨国公司合资建立汽车企业的做法积极利用外国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发展我国的汽车工业。与我国不同，日韩两国发展汽车产业的模式可以概括为民族资本加外国技术，即限制外资企业进入汽车产业，依靠民族资本发展汽车产业，同时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由民族资本进行消化吸收，逐渐形成自己的技术。

二、日韩两国选择以民族资本为主的发展模式的原因分析

在分析日韩两国选择以民族资本为主的发展模式的原因之前，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日韩两国以民族资本为主发展本国汽车产业的具体做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外汇限制和禁止外国汽车公司在日本投资的政策。1952年日本通产省发表了《关于乘用车领域利用外资的基本方针》，全面禁止外国企业在日本建立乘用车组装企业，这一针对外资企业的投资限制一直到1971年才被放开。同时，为了阻止进口车进入日本国内市场，日本政府设置了保护关税、进口配额、汽车商品税等多项壁垒。在资金方面，日本企业依靠自身积累和银行贷款进行投资，日本政府还制定了向汽车公司直接进行资金援助和给予公司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通过日本开发银行、日本长期信用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中小企业金融合作社等官方银行，日本政府向丰田、日产和五十铃提供低息贷款。在技术方面，日本允许乘用车生产厂商同外国同行公平合作，进口基本零部件在国内组装。日本政府在1952年制定《关于汽车产业的合作和组装合同的基本方针》，鼓励日本汽车生产企业与国外企业开展技术合作，并保证外国企业可以将其所获得的技术专利费汇往其所在国。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汽车工业技术明显落后于欧美发达国家，1952—1960年，日本汽车公司大多与国外汽车公司建立了技术合作关系。日本汽车公司与国外汽车公司合作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将其技术用在自己生产的乘用车上。

与日本的做法相同，韩国的汽车产业也是以其国内资本为主发展起来的。韩国政府对汽车企业采取了严格的管理制度，由商工部负责审批所有汽车企业的投资申请。这一制度事实上禁止了外资企业直接在韩国建立汽车生产企业。此后，迫于美国的压力，1972年韩国政府允许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与韩国汽车企业新进汽车公司建立合资企业，进行汽车生产。1978年，韩国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外资企业的投资限制，但规定外国企业的持股比例不能超过50%。1993年，韩国政府宣布取消对外资企业在韩国建立汽车生产企业的限制，但新企业的设立仍然需要韩国政府的批准，对外资企业的投资限制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结束。需要指出的是，通用汽车公司与新进汽车公司的合资企业并未取得成功，由于合资企业经营不善，1992年通用汽车公司被迫将所有股份转让给了新进汽车公司。合资企业的失败使得韩国汽车产业走向了典型的以民族资本为主的发展模式。

韩国政府在限制外资企业进入的同时，利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手段保护本国汽车市场，鼓励和扶植民族汽车产业的发展。在资金方面，除去依靠企业自身积累和银行贷款以外，政府协助企业积极利用国外贷款，为企业海外借款提供政府、银行担保及其他优惠，以满足汽车工业发展的巨额资金需求。在技术方面，韩国政府强调积极与国外公司进行技术合作，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走自主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韩国的汽车开始批量出口到加拿大和美国市场，韩国汽车企业发现在安全和环保技术方面与欧美和日本企业存在明显差距。于是，韩国企业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政府也积极支持企业的技术引进。据统计，从1962年到1981年的20年时间，韩国汽车组装企业的技术引进仅有41项，而从1985年到1989年的5年时间，技术引进项目却高达69项。

日韩两国的汽车产业选择以民族资本为主的发展模式，是由日韩两国当时的内外部条件决定的。就外部条件而言，第一，与今天不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汽车产业的技术相对简单，日韩两国的汽车产业与世界先进水平虽有差距，但没有达到不可赶超的程度。第二，与今天的国际贸易规则不同，日韩两国对本国汽车市场实施保护较为容易，两国只要保护好国内市场，就可以为国内汽车产业的发展保留一定的空间。第三，当时试图对日韩两国进行投资的外资企业主要是美国的三巨头，其目的主要是通过投资占领和垄断日韩的汽车市场。而当时在世界上并没有依靠利用外资成功地发展本国经济和汽车产业的先例，包括日韩两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对外资企业都有一种不信任感，认为外资企业进入后必然垄断国内市场，甚至会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

从内部条件来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已经具有了汽车产业的基础和部分关键技术，丰田和日产等汽车企业的资金实力较为雄厚，完全有能力依靠民族资本的力量发展本国的汽车产业。韩国的汽车产业基础虽不如日本，但国内的财阀资金雄厚，且汽车企业雄心勃勃，极力想通过企业自身力量打造民族的汽车产业。此外，由于日韩两国国内汽车市场相对狭小，外资企业的进入必将阻碍其民族资本的发展，特别是外资企业投资的目的就是占领当地市场，而不可能将日韩的汽车工厂打造成出口基地，因此，允许外资企业进入就意味着放弃了本国汽车产业的培育和发展，意味着失去了本国汽车产业成长为主要出口产业的机会。日韩两国政府和企业界都十分担心，认为外资企业的进入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增加本国的汽车产量，但是从长期来看，必将阻碍本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三、我国汽车产业选择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的原因分析

与日韩两国不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汽车产业采取了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我国汽车产业选择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国内汽车技术严重落后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我国汽车，特别是乘用车领域的技术严重落后，与国外汽车大国的差距巨大。按照一般说法，这一技术差距达到50年以上。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过低，要想在短时间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仅仅依靠国内企业的自主研发几乎没有可能。所以，学习和利用外国技术是必然的选择。

此外，从当时我国企业的技术引进实践来看，发达国家的企业不会把先进技术卖给中国，我们可以买到的只是一些相对落后的技术；而通过组建中外合资企业的方式引进国外技术，可以与国外企业结成利益共同体，容易获得先进技术。


（二）国内资金供给严重不足


汽车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明显，属于典型的资金密集型产业，其发展不仅需要技术，而且需要大量的资金。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都需要资金，资金供给严重不足，外汇更是严重稀缺的资源。

面临技术和资金双瓶颈的中国汽车产业，只能依靠跨国公司来发展本国的汽车工业，选择了“只求所在，不求所有”的发展道路，通过开放国内市场，让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展本国的汽车工业。


（三）国家的对外开放政策助力汽车产业选择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对外国资本作用的评价是不断变化的。20世纪70年代之前，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外资怀有恐惧心理，强调外国资本的挤出效应，认为外国资本的进入会导致民族资本的企业失去发展空间，最终国民经济会受到外国资本的控制。但20世纪80年代以后，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对外国资本的作用的理解开始出现重大变化，认为外国资本的进入不仅会对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做出贡献，而且存在溢出效应。于是，积极吸引外资进入成为许多国家政府政策的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实施对外开放政策的初期，积极利用外资正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选择以合资为主的发展模式，是综合考虑了国家改革开放的基本方向和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现实条件做出的选择。


第六章　中国需要为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中心做好准备

汽车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原因不仅在于汽车产业自身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产业，还在于汽车产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效应，其发展可以直接带动钢铁、橡胶、玻璃、化学、电子等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并对石化、道路建设、汽车修理、旅游等产业具有间接的带动效应。据测算，中国汽车产业的波及效果随着汽车产量和保有量的增大而提高，对制造业的波及系数分别为2.0和3.5，对GDP的波及系数分别为4.58（即汽车制造产业每增加1个单位的增加值，可以为GDP带来4.58个增加值）和9.92。
[1]





注释：


[1]
 刘志迎，丰志培，董晓燕.轿车产业发展——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M］.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50.


第一节　汽车大国不等于汽车强国

鉴于汽车产业的重要地位，许多国家政府把扶植汽车产业的发展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试图通过推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中国政府也不例外，从中央到地方，都对汽车产业的发展寄予厚望。在中国的汽车产业顺利渡过了WTO加盟关之后，人们将对中国汽车产业的关注点转移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上来，即中国的汽车产业能不能成长为继服装、家电产业之后的新的出口产业，中国能不能成为新的世界汽车制造中心。

如前所述，中国汽车产业从1953年开始起步，1971年产量突破10万辆。中国汽车产业的大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1988年产量突破50万辆，1992年产量突破100万辆大关，从起步到突破100万辆大关花费了近40年时间。此后，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速度明显加快，2000年产量超过200万辆，即汽车产量从100万辆到200万辆花了8年时间。2001年后的几年时间内中国的汽车产量以每年100万辆左右的速度递增，2002年到2004年分别突破300万辆、400万辆和500万辆大关。2006年中国汽车产量达到720余万辆，跃升为世界第三位，成为仅次于美国、日本的世界汽车生产大国。2013年产销量均超过2 000万辆，产量达到2 212万辆，销量为2 198万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产销量超过2 000万辆的国家。此后，我国稳居汽车产销量世界第一，2016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均超过2 800万辆，分别为2 811.9万辆和2 802.8万辆。从2016年的全世界汽车产量数据来看，欧洲的汽车产量为2 148.6万辆，北美产量为1 815.1万辆，中南美洲产量为267.0万辆，非洲产量为90.4万辆，除中国以外的亚洲和大洋洲的产量之和为2 372.7万辆。

从产量来看，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虽然比日本慢一些，但超过了韩国。仅仅从产量来看，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是十分成功的。但如果观察出口数据，那么我们不难发现，中国仅仅是汽车大国，而非汽车强国。

中国汽车产品的出口起步较晚，2005年出口数量首次超过进口，2006年的出口量仅为34.3万辆，其中轿车出口为9.3万辆。2016年，中国汽车出口量为83.2万辆。中国汽车产品出口的目的地主要是中东、东南亚及南亚等进口关税较低、没有汽车工业或汽车工业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伊朗是我国汽车整车出口的第一大目的地，出口量达15.7万辆。印度和越南分别排在我国汽车整车出口的第二位和第三位，出口量分别为7.7万辆和5.5万辆。2016年，汽车商品进出口总额为1 564亿美元。

从表6-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2015年中国的汽车出口量仅为72.8万辆，名列世界第9位。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速度很快，在短短的二十几年时间里发展成为世界汽车生产大国，生产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目前的中国只是汽车生产大国，还仅仅停留在国内生产基本可以满足国内需求的阶段，距离世界汽车生产强国尚有很大差距。


表6-1　2015年世界各国的汽车出口数量　单位：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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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外务省网站（http://www.mofa.go.jp/mofaj/kids/ranking/）。


第二节　中国成为新的世界汽车制造中心的条件和可能性分析

早在2005年，一些学者就开始探讨中国成为新的世界汽车制造中心的条件问题。刘志迎等人提出了中国成为新的世界汽车制造中心的七个条件：（1）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及发展的不平衡性；（2）巨大的新兴市场的出现；（3）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4）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5）国内有巨大的生产规模和市场需求规模；（6）中国的汽车产业具有开放性和外向性；（7）中国的汽车产业从制造中心转换为研发中心。他们认为中国的汽车产业已经具备了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中心的基本条件。
[1]

 以上研究对世界汽车制造中心转移的规律进行了有益的归纳，但是由于没有对世界汽车制造中心的概念进行界定，所以对中国成为世界汽车制造中心的条件的探讨出现了偏差。

笔者认为，所谓世界汽车制造中心，指的是一国的汽车生产量和出口量均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即世界汽车制造中心不仅仅是世界汽车的生产中心，还是世界汽车的供给（出口）中心。目前，中国的汽车生产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成为汽车生产大国，但中国的汽车产业离世界汽车制造中心尚有很大差距，因为中国的汽车产业还只是中国国内汽车市场的供给中心，尚不具备大规模出口的能力，没有成为世界汽车的供给中心。因此，在中国已经成为汽车生产大国的今天，中国成为新的世界汽车制造中心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汽车产品的出口问题。同时，中国的汽车产业起步较晚，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在质量、品牌、设计能力等方面尚有较大差距。中国汽车产品的大规模出口一定是首先依靠成本价格优势，在经济型轿车领域率先进入国际市场。因此，目前阶段中国成为新的世界汽车制造中心的核心问题就是经济型轿车的出口问题。

从理论上讲，中国的汽车产品能否大规模出口国际市场，取决于中国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是中国的汽车产业（尤其是轿车）是以合资企业为主的，中国的汽车产业已经成为世界汽车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跨国公司为中心进行的世界汽车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带来的竞争格局的变化对中国汽车产业走出国门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必须首先明确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格局。以下将从世界汽车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国内汽车产业的竞争力两个方面探讨中国成为新的世界汽车制造中心的可能性。

一、世界汽车产业的结构调整

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汽车产业的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生产部门的速度在逐渐加快。以丰田公司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后，该公司就提出了“在有需要的地区进行生产，与当地市场共同成长”的基本理念，并基于这一理念在24个国家或地区建立了39个汽车制造工厂。

跨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通常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占领海外市场为目的的海外投资阶段，海外工厂建设的目的是生产当地所需要的产品；第二阶段是以优化跨国公司的生产布局为目的的阶段。跨国公司根据企业整体战略的要求，按照比较优势原理，对跨国公司的全部生产能力进行调整，重新规划世界各地分公司的职能，将产品的生产安排在最具有竞争优势的工厂，对不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部门进行撤并。到了这一阶段，具有竞争优势的海外分公司已经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当地的市场需求而生产，而是为了满足世界范围的需求进行生产。

目前，世界汽车产业的海外投资尚处于以占领海外市场为目的的第一阶段。导致汽车产业的海外投资进入第二阶段步伐较慢的原因有三个：一是世界各国对汽车市场保护程度较高，生产布局的调整受到贸易壁垒的制约；二是国家不同，对于汽车产品的需求差异较大，在市场所在地生产汽车，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三是汽车的运输成本很高
[2]

 ，在市场所在地生产产品可以降低运输成本。鉴于以上三个原因，世界主要汽车生产企业仍然把工厂建在市场附近，在有需要的地区进行生产。

但是近年来，世界汽车产业面临的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贸易壁垒逐渐被打破，对汽车市场的保护越来越难。虽然发展中国家对汽车市场的保护程度依然较高，短时间贸易壁垒难以被彻底打破，但发达国家的汽车市场的开放程度已经很高，发达国家的经济型轿车的海外供给已经完全可能。其次，尽管消费者需求的差异问题始终存在，但对于经济型轿车来说，消费者更多地看中的是产品性能和价格，需求差异的程度远远小于中高级轿车。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型轿车能否大规模出口到国外市场，跨国公司能否把经济型轿车的制造集中到中国，主要取决于在中国能否用更低的成本制造出相同或更高质量的经济型轿车。只要经济上可行，汽车产业跨国公司的生产能力调整没有太多的障碍。

目前世界汽车主要生产企业降低产品成本的努力主要集中在将不具优势的部门从企业内部进行剥离、零部件在全球范围内的采购、采用模块化的生产方式等方面。伴随着世界汽车产业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段将变为生产布局的调整和合理化，逐步过渡到海外投资的第二阶段。跨国公司将把附加价值和技术含量均较高的中高级轿车的生产留在发达国家，而将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均较低的商用车和经济型轿车的生产转移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克莱斯勒与奇瑞合作，利用中国的低采购成本和奇瑞的生产能力，在中国开发道奇品牌的低油耗小型轿车出口美国市场，使奇瑞成为供应全球的生产基地的计划就是这一转变的开始。

二、中国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分析

中国的汽车产业能否成功地利用世界汽车产业的这一调整机会，取决于汽车产业自身的竞争能力。汽车产业的竞争能力通常可以从生产成本、劳动生产率、产品质量等方面来把握。


（一）生产成本


由于难以获得制造成本的数据，因此我们只能用价格来代替。如何进行中国和国外汽车价格的比较历来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汽车价格受到车型、基本配置、内饰、附加配置、税率等多个因素的影响，即使是跨国公司开发的同一产品，考虑到各国消费者需求和交通法规的差异，在不同国家生产的产品在车型、基本配置、内饰、附加配置等方面都会有所不同。因此，简单地将国内生产的合资品牌的汽车价格和国外市场的汽车价格进行对比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虽然我们无法精确地比较国内外汽车的价格，但对同一车型汽车的国内外价格进行对比仍然具有一定意义。

首先看一下合资企业的产品价格。从汽车探索网提供的数据来看，与世界汽车最便宜的美国市场的价格相比，低档轿车的国内市场价格已经低于美国市场，中档轿车的国内市场价格基本与美国市场价格持平，中高档和高档轿车的国内价格高于美国市场。
[3]



与合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的主要竞争手段是低价格，无论是哪个档次的产品，奇瑞、吉利、比亚迪、长城等民族品牌的汽车价格均低于合资品牌。内资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之低，使外资企业倍感诧异，内资公司可以生产出3万元以下的乘用车，已经超出了世界汽车产业的常识，中国品牌正在向汽车制造业的世界常识和极限挑战。在生产成本方面，中国的企业，特别是内资企业占有一定优势。


（二）劳动生产率


中国汽车产业的整车生产企业数量超过100家，不同企业之间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差异十分明显。据测算，如果以汽车组装工厂为单位计算，那么中国的合资企业汽车组装工厂每年人均生产18~47台，而日本企业为129台，中国只相当于日本的14%~36%。
[4]

 另据麦肯锡公司发布的调查报告，与美国乘用车厂家的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相比，中国生产效率最高的轿车厂的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其52%，13家国内最大的轿车厂家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其21%，而整个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平均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7%。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汽车制造企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与工厂的装备水平直接相关。国外的汽车生产工厂早已在焊接、喷涂等工艺环节大量使用机器人等现代化设备，而由于劳动力价格便宜等原因，中国的汽车工厂还主要依靠人工操作。而在我国的一些新建合资汽车工厂中，技术装备水平已经与国外企业基本相同，劳动生产率也与国外企业日益接近。以韩国在华合资企业为例，其人均年生产台数在63~103台。这一数据虽然低于韩国母公司87~131台的水平，但已与国际水平较为接近。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中国的汽车企业在加大设备投资，与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三）产品质量


如前所述，从J.D.Power亚洲公司对中国汽车质量的消费者调查结果来看，合资品牌的汽车质量优于中国品牌。要想在世界各地的市场取得成功，必须提高中国汽车的产品质量，中国汽车能否在世界市场取得成功，取决于能否在产品质量的可信赖性和持久性方面缩小与国外企业的差距。

产品质量由设计质量和制造质量共同决定。汽车产品的设计质量包括汽车的性能、油耗、尾气排放、安全性和消费者对汽车产品的整体感知程度等方面。由于中国合资企业生产的汽车多以合资外方企业开发的车型为主，因此难以对合资企业自身的设计质量进行判断。有助于判断内资企业的设计质量的素材是江铃陆风公司在欧洲遇到的“碰撞门”事件。德国汽车俱乐部（ADAC）对中国汽车出口欧洲的先驱者江铃陆风进行了道路和碰撞试验，得出了江铃陆风在安全性方面不合格，在行驶状态和油耗、环保方面也很差的结论。尽管有些人认为这是德国人的政治阴谋，但中国汽车产品的技术能力和设计质量与世界水平的差距是明显的，这一差距有20年左右。

笔者在第三章利用较新的数据比较了自主品牌汽车和外国品牌汽车的质量差异。历史地考察自主品牌汽车的质量，我们不难发现，中国自主品牌汽车的质量提升的速度很快，与合资品牌的差距在逐渐缩小。

从以上分析来看，中国汽车产业的竞争能力因企业不同在竞争力方面的优势也不一样。内资企业在制造成本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在劳动生产率、制造质量和设计质量方面与先进水平的差距较大；而合资企业在劳动生产率、制造质量和设计质量方面与国外企业的差距较小，但在生产成本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

三、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前景

目前，世界汽车产业已经进入了重新洗牌期，今后将形成“三分天下”的格局。德国、意大利、美国等将成为高档乘用车的研发和生产中心；日本、法国和韩国将主要生产中高档乘用车，成为世界中高档乘用车的生产基地；而中国极有可能将在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经济型乘用车和商用车的制造基地。与前面两个生产基地不同，作为经济型乘用车和商用车制造基地的中国，不仅有内资企业，而且有合资企业。即，欧美汽车强国和日韩的部分汽车生产企业有可能逐渐将一部分经济型乘用车的生产转移到中国的合资企业中来，或是通过贴牌的方式委托中国的内资企业进行组装生产，而将具有比较优势的中高档或高档乘用车的生产留在国内。

在经济型轿车和商用车大规模出口国际市场的同时，中国生产的部分劳动密集型零部件也凭借其成本优势大量出口国际市场，成为劳动密集型零部件的世界供给者，同时一些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较高的零部件还将长期依靠国外进口。尽管中国在较长时间内不具有生产中高档乘用车的比较优势，但由于国内市场巨大等原因，跨国公司将会保留在中国的高档乘用车生产能力，中国国内的高档乘用车需求不是通过进口而是通过国内生产来满足。因此，在经济型乘用车大规模出口的同时，中国仍将是自给自足的高档乘用车生产者。

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做好成为经济型乘用车制造中心的准备。



注释：


[1]
 刘志迎，丰志培，董晓燕.轿车产业发展——基于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M］.安徽：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5：7.


[2]
 从日本运到欧洲，每辆汽车的运输费用高达10万日元（约合7 000元人民币）。


[3]
 汽车探索网（http://news.feelcars.com/）。


[4]
 丸山之雄，高山勇一.国际化时代的中国汽车产业［M］.东京：苍苍社，2004：85.


第三节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型轿车生产基地的对策与准备

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型轿车生产基地的必要条件是汽车产业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具体来说，其条件就是：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生产的经济型乘用车的质量不低于其他任何国家，且在中国的生产成本加上从中国到欧、美、日等市场的运费仍低于在欧、美、日等国家进行生产的成本；内资企业如果以贴牌的方式出口，其必要条件与合资企业相同，如果是以自主品牌的方式出口，则不仅要满足以上全部条件，还要在产品设计方面达到跨国公司的设计水平。

归纳以上分析，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型乘用车生产基地的必要条件就是具备成本和质量优势，因此，为了成为世界经济型乘用车生产基地，中国的汽车产业首先必须在降低成本、提高质量方面进行不懈的努力，同时中国品牌还需要加强自身的产品设计能力。由于提升产品设计能力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且奇瑞等企业通过利用国内外的汽车设计企业的设计能力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因此以下主要从产品质量和生产成本方面探讨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型乘用车生产基地需要采取的对策。

一、零部件产业的培育

决定汽车产品生产成本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要素成本。所谓要素，除劳动力价格、能源和运输费用等以外，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价格构成了要素成本的主要内容。在中国乘用车组装企业的生产总成本中，工资仅占8.1%，而汽车零部件、发动机及零部件、其他中间产品的成本分别占到了36.6%、17.2%和19.6%，三项合计占总成本的73.4%。汽车产业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劳动力价格低廉对降低成本的作用有限，降低要素成本的重点应该放到零部件产业的培育上。零部件产业的发展水平不仅直接影响汽车产品的成本，还直接影响汽车产品的质量。消费者可以感知的质量问题主要是零部件故障导致的。

从中国的家电、摩托车产业成长的经验来看，首先出现的是模仿国外产品的组装企业，组装企业的成长带动了零部件产业的发展，零部件供给能力的形成又反过来促使一大批新的组装企业进入汽车产业；对零部件需求的增加再次刺激了零部件产业的发展，形成了数量众多的零部件生产企业。这样，零部件企业间的激烈竞争促进了零部件生产企业降低成本、提升质量，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的家电、摩托车产业的竞争能力。

目前中国的低附加价值、低技术含量的汽车零部件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要，而且已经大规模出口到海外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零部件产业已经可以完全满足汽车产业发展的需要。目前，零部件产业从两个方面制约着汽车产业的发展：一是基础材料性能难以达到要求导致国产零部件质量不稳定，不能满足汽车产业的需要，尤其是不能满足汽车出口的需要；二是汽车生产企业的产品开发加快后，零部件企业的产品开发和设备投资难以跟上整车开发的速度，制约汽车生产企业的新车开发和生产。

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培育需要充分借鉴家电、摩托车零部件产业成长的经验，以需求为导向，走以汽车组装带动汽车零部件发展之路。汽车零部件是规模经营效应较为明显的产业，但是绝不能以利用规模经营为理由，限制新企业的进入和发展。对于汽车零部件产业来说，竞争的作用同规模经营的利用同等重要。

近年来，国外的汽车零部件企业大量涌入中国，德尔福、伟世通、博世、电装、法雷奥等世界主要零部件跨国公司也纷纷在中国投资建厂，对中国的零部件产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和汽车组装业一样，中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需要培育内资企业，打造民族品牌。因为只有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防止垄断，促进竞争；同时，内资企业在制造成本方面的优势也是外资企业难以比拟的。

近年来，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世界汽车产业的主要企业开始了零部件的全球采购。零部件产业的培育不仅可以为中国的汽车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还可以促进零部件产品的出口和国际化。

二、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方式

决定汽车产品生产成本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是由生产制造技术和生产方式共同决定的，其中生产方式的作用更为重要。纵观汽车产业的发展历史，世界汽车产业的生产制造中心出现过两次重大转移，第一次是20世纪20—30年代，福特汽车公司发明了汽车组装的流水线生产方式（福特制），大大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和价格，汽车制造产业的中心从汽车的发祥地欧洲转移到了美国；第二次是20世纪70—80年代，以丰田公司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发明了丰田生产方式，提升了日本汽车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汽车制造中心从美国转移到了日本。美日两国成为世界汽车制造基地，其主要原因是生产方式的革命，生产方式对于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具有决定性作用。

从中国汽车产业的现状来看，中国的汽车制造业在要素价格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是从长期来看，劳动力价格上涨和人民币升值的趋势不可逆转，现有的要素成本优势将逐渐减弱。应对要素成本上升的最主要的手段就是在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的特点，创造出中国特有的高效的生产方式。

由于世界汽车产业的主要跨国公司均已在华投资，这些合资企业的生产方式都以借鉴母公司的方式为主，同时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了一些微调，这就导致中国汽车产业的生产方式多样化的特点。多种生产方式并存，为各种生产方式相互竞争、互相借鉴提供了有益的条件，中国汽车产业的生产方式将在竞争之中逐渐趋同，最终形成的就是中国特有的高效的生产方式。

三、合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相互学习和借鉴

合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各有所长，合资企业将在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的培育、生产方式的引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合资企业的技术扩散又是内资企业重要的技术源泉，合资企业拥有的技术和管理方式会通过技术扩散的方式促进内资企业的技术和管理进步。内资企业有必要在制造质量、设计能力、生产方式等方面向合资企业学习。同时，内资企业在生产成本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合资企业也有必要在降低生产成本方面借鉴内资企业的经验和做法。无论是零部件产业的培育，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生产方式的开发，都离不开合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相互学习和借鉴。


第七章　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政策体系研究

汽车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汽车产业的重要地位，许多国家政府把扶植汽车产业的发展作为经济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广为人知的就是汽车产业政策。我国也是一样，1985年我国政府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七个五年计划》将汽车产业指定为我国的支柱产业后，政府十分重视利用政策手段促进汽车产业的发展。1991年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颁布了《汽车行业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实施办法》。1994年国家计委颁布了《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这是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以促进特定产业发展为目标的产业政策。为适应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尤其是WTO规则的要求），2004年6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了《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修订具体的产业政策。

关于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从产业组织方面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其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金剑峰、郗永勤和王伦一、王勇的论文等；二是从自主创新方面对产业政策的研究，代表性的论文有唐杰、杨沿平和杨皖、苏张凡、严鸿和的研究。以上研究分别从产业组织和自主创新的角度研究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和问题，对我国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评价，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这些研究对于从不同的侧面完善我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提升产业竞争力是有效的。但是，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若没有对汽车产业政策体系的整体把握，就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汽车产业政策应当包含哪些内容？它的作用机理是什么？只有将这些问题讨论清楚后，才可能对我国的汽车产业政策进行深入分析。第四章第三节介绍日韩两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时，已经对汽车产业政策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说明，本章结合中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一是对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汽车产业政策和需求政策——进行简单梳理；二是分析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的作用机理和特点；三是对我国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进行简要评价，提出完善这一政策体系的几点建议。


第一节　提升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政策体系分析

一提到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人们很容易把它单纯地理解为汽车产业政策。其实，汽车产业政策仅仅是培育汽车产业发展政策体系的一个方面，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还需要有与扩大国内汽车市场相关的需求政策即与汽车市场和汽车使用相关的公共政策来补充。提升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政策体系包括汽车产业政策和需求政策两个方面。

一、汽车产业政策的体系

产业政策构成了提升产业竞争力政策体系的主要内容。产业政策一词首先诞生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引起了世界的关注，相继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所效仿，成为发展中国家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手段。所谓产业政策，主要是指以促进构成特定产业的企业群的形成和成长，提升该企业群的竞争能力为目标的政策。一般而言，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培育政策（有些文献将产业培育政策作为产业结构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汽车产业政策的实质是产业培育政策，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促进本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产业政策的实质就是通过运用政策手段干预企业的竞争力的实现过程，从侧面帮助企业提升竞争能力。

日本东京大学藤本隆宏教授曾经对汽车产业政策进行了分类整理。汽车产业政策是通过影响汽车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发挥作用的。根据产业政策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内容不同，可以将汽车产业政策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汽车产业决策的进入和退出政策；二是对车型、技术体系以及产品设计施加影响的车种和技术相关政策；三是限制或促进汽车企业的生产和销售相关政策等。以下对这三个方面的产业政策的具体内容进行简单介绍。


（一）进入和退出政策


进入和退出政策是影响一国汽车产业企业构成的政策，可以分为影响企业数量的政策、调整汽车产业的外国资本和民族资本结构的政策以及调整民间资本和国家资本结构的政策。

1.国内企业的进入和退出政策

在汽车产业发展初期，政府通常会采取一些鼓励在国内设立汽车企业的政策，如政府统一管理汽车企业的设立，对于新建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等。反之，如果国内的汽车企业数量过多，无法发挥汽车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政府就会采取限制汽车组装和零部件企业进入或促使企业退出的集约化政策。

2.外资的限制和促进政策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将国内的汽车生产交给外资企业还是发展民资企业，是一个重要的选择问题。外资企业拥有技术、资金、管理、销售渠道等方面的竞争优势，积极利用外资，可以发挥国外企业的这些优势，弥补国内诸要素的不足。但是，利用外资是一把双刃剑。引入外资企业，有可能使得民族企业遭到外资的排挤，导致本国的汽车产业被跨国企业所控制，这与发展中国家政府发展本国汽车产业的政策目的是相矛盾的。

纵观各国的汽车产业政策，既有采取较为自由的外资政策的国家（巴西），也有全面限制外资进入的国家（日本和韩国）。此外，一些国家采取了部分限制政策，如限制外资出资比例的政策（50%以下）、外资企业的选择政策（只允许特定的企业来本国投资）等。

3.国有化政策

国有化政策是将国外资本的汽车企业收归国有的政策。20世纪70年代以前，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东和一些非洲国家都采取了汽车工业的国有化政策，其目的主要在于排除国外资本对本国汽车产业的控制。


（二）车种和技术相关政策


这一政策的目的是通过影响企业的车种数量提升汽车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是影响企业的产品开发决策的政策。

1.车种和车型更新相关政策

汽车生产是规模经济效应十分明显的产业领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试图运用政策手段引导企业扩大生产规模。一般而言，车种和车型的开发和生产是企业决策的范畴，无须政府干涉。但是如果车种过多，就会使规模经济难以发挥作用，此时，一些政府会主动干预企业生产的车种数量。此外，限制车型的更新也可以达到提高每一车型的累计生产量的目的。特别是依靠购买国外企业的生产许可证进行汽车生产的国家，容易出现车型过多、影响规模经济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对生产许可证合同审查的办法限制车型和车种数量。而对于国内已经形成开发能力的国家，这一政策运用较少。

2.技术政策

影响企业的技术政策包括鼓励民间企业研究开发活动的政策和技术引进政策。由于汽车产业的技术主要掌握在发达国家企业的手中，因此技术政策的重点之一是技术引进政策。一些国家的技术引进政策强调相关技术的一揽子引进，也有些国家鼓励零散地引进个别技术。同时，由于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常常以合资作为转让先进技术的条件，因此技术引进政策和利用外资政策大多联系在一起。

3.直接介入企业的汽车设计政策

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会直接干预汽车产品的设计，或是委托民间企业设计“国民车”“标准车”，有的要求国内汽车企业在设计新车时实施零部件的通用化。政府干预企业的汽车设计的目的就是发挥规模经济的作用和摆脱本国汽车技术对国外企业的依赖。

4.间接介入企业的汽车设计政策

随着汽车在人们生活中变得日益重要，政府往往会通过制定环境、油耗、安全性等方面的标准的办法间接地影响汽车企业的研发和设计活动。间接介入企业的汽车设计的做法在发达国家较为普遍。


（三）生产和销售相关政策


与生产和销售相关的汽车产业政策包括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和鼓励本国企业投资两个方面。

1.限制整车进口和进口散件国内组装的政策

限制整车进口的目的既有节约外汇的消极方面，也有通过国内企业组装生产实现进口替代的积极方面。进口替代的目的是通过培育本国的汽车产业提高收入水平和扩大就业。为了实现整车进口替代的目的，许多国家首先采取进口散件国内组装的生产方式，一段时间以后政府再要求汽车生产企业实现零部件的国产化。

2.限制零部件进口和促进零部件国产化的政策

进口零部件国产化的核心是零部件的进口替代。为了实现零部件的国产化，一些国家政府会为汽车生产企业制定国产化时间表，要求汽车企业在指定时间内实现国产化率的指标。零部件国产化的实质是汽车组装进口替代的深化，其目的仍是创造就业机会和节约进口所需各项费用。但是，零部件企业的生产规模较小，国内生产的成本往往偏高。随着零部件国产化率的提高，会出现成本上升的情况。因此，为了同时实现零部件国产化和提高国际竞争力这两个目标，政府需要采取提高零部件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政策。

3.鼓励设备投资的政策

发展中国家的汽车组装和零部件企业往往由于资金不足而无法进行必要的投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政策层面鼓励企业的设备投资，政府通常会采取以政府资金发放低息特别贷款、允许设备加速折旧、给予财政补贴等政策手段。

4.鼓励出口的政策

为了鼓励汽车出口，发展中国家政府通常首先采取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等直接的出口鼓励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采用容易导致与出口对象国的贸易摩擦，会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限制。因此，直接鼓励出口的政策受到限制后，政府会转而采用以国家资金发放低息特别贷款、允许设备加速折旧等间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鼓励出口的做法。

图7-1是汽车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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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汽车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及其相互关系



以上对汽车产业的政策体系进行了简单说明。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汽车产业政策的特点是通过直接干预和影响汽车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达到促进汽车产业成长的目的。但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产业来说，国内汽车市场狭小是限制汽车产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因此，从政策层面提升汽车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仅仅依靠汽车产业政策是不够的，必须要有与汽车市场和汽车使用等相关的需求政策的紧密配合。

二、培育汽车产业发展的需求政策体系——与汽车市场和汽车使用相关的公共政策

汽车是由两万多个零部件组成的复杂产品，汽车产品的复杂性决定了汽车产业的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难以实现跳跃式的发展。从主要汽车生产国的发展历程来看，汽车产业的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与国内经济发展和汽车市场的扩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国内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期，汽车需求以货运、客运的商用车为主，受国内市场狭小的制约，生产规模较小，难以形成竞争力；当人均年收入达到2 000美元以后，乘用车作为生活用品进入家庭，汽车社会到来，国内对乘用车的需求迅速增加，汽车工业进入大发展时期。旺盛的国内需求促使国内企业增加投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生产成本降低，产业竞争力随之提升；当国内市场成熟以后，企业之间竞争加剧，消费者需求趋于个性化。此时，汽车生产企业逐渐把生产经营活动的重点从生产规模的扩大转移到产品质量的提高和研发活动上来，到了这一时期，汽车产业的竞争力才真正形成。

从以上对汽车产业发展过程的描述可以看出，一国汽车产业的发展首先依靠的是国内市场需求，汽车进入一般家庭并带来国内市场的扩大对于汽车产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形成汽车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内需主导的发展阶段，如何形成和扩大国内的汽车市场，是促进汽车产业发展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汽车需求政策——与汽车市场和汽车使用相关的公共政策——就是以扩大国内汽车市场为目的的各项政策的总和。

汽车需求政策包括道路整备政策、汽车购买和使用过程中的相关税收政策、汽车保险政策、汽车信贷政策等内容。


（一）道路整备政策


汽车是行驶在道路上的交通工具，通畅良好的道路可以为汽车的使用创造良好的条件，而道路缺乏和交通拥挤则会降低汽车的使用效果。为了扩大国内的汽车需求，一些国家的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道路建设的政策，政府不仅优先将财政资金投入道路建设，还鼓励社会资本进入道路建设领域。


（二）汽车购买和使用过程中的相关税收政策


汽车是高价值的工业产品和消费品，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对其购买、保有和使用都征收一定的税金，如购买阶段的消费税和车辆购置税，保有和使用阶段的养路费、车船使用费、燃油费等。减轻或免除以上各项税费，可以鼓励汽车的购买和使用；提高税率，则可以起到抑制需求的作用。在汽车产业发展初期，政府通常采用的是减轻或免除以上各项税费的政策。


（三）汽车保险政策


汽车是一种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但是汽车的使用不当或意外事故可能会给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如果这些损失都由汽车的拥有和使用者来负担，则可能会给汽车的拥有和使用者带来巨大经济负担，严重者甚至倾家荡产。汽车保险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给汽车的拥有者和使用者带来的经济损失。

汽车保险政策包含鼓励汽车任意保险的设立和强制性保险的规定。汽车任意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给汽车拥有者和使用者带来的经济损失，使消费者大胆购买和使用汽车，起到扩大汽车需求的作用。强制性保险对于减轻车祸给事故双方造成的经济损失、构建和谐的汽车社会是不可缺少的，但同时也会增加汽车的拥有和使用者的成本，一定程度上起到抑制汽车消费的作用。


（四）汽车信贷政策


汽车信贷可以帮助那些暂时没有购买能力的消费者利用银行贷款提前购买汽车，是扩大汽车市场、鼓励汽车消费的重要政策手段。

图7-2是提升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政策体系。图中左上角的“汽车产业政策”是图7-1内容的简化，右上角的“汽车需求政策”包括了汽车购买和使用中的税收政策、购车信贷、道路建设等内容。“汽车产业政策”直接作用于汽车生产企业，引导企业的发展；“汽车需求政策”促进汽车市场的发育和成熟，通过扩大汽车需求促进汽车企业的发展。“汽车产业政策”和“汽车需求政策”构成提升汽车产业竞争力政策体系的两个轮子，两类政策相互配合，共同达到提升汽车产业竞争力的目的。

[image: ]
图7-2　提升汽车产业竞争力的政策体系




第二节　促进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作用机理和特点

如前所述，除欧美国家以外，在汽车产业取得成功的后发国家只有日本和韩国。日韩两国汽车产业发展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政府积极利用产业政策等手段培育本国的汽车产业。汽车产业属于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国家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在汽车产业发展初期，需要政府的一些政策手段加以扶持。政府政策要达到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目的，首先必须明确各项政策的作用机理。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的作用具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汽车产业政策通过引导汽车生产企业发挥作用

汽车产业是竞争性行业，推动产业发展的主体是企业，不是政府。汽车产业政策不是政府直接介入汽车生产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手段，而是引导企业发展的信号灯。产业政策中明令禁止的内容，通过政府强制手段的运用容易取得效果，而鼓励企业发展的政策内容能否达到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目的，则取决于这一政策是否符合企业的发展需要，能否被企业所接受。

从日韩两国的汽车产业政策实践来看，从汽车工业发展之初开始，两国政府就十分重视利用规模经济实现集中化发展。为了解决汽车工业的重复投资和企业规模过小问题，两国政府都曾试图利用政策手段限制新企业进入汽车生产领域，同时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合并和联合，形成企业集团。然而，日本的这一政策受到汽车生产企业的坚决反对，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同样，韩国政府的相关政策也遭到了企业的反对，没能执行。今天，日本的汽车生产企业数量多达11家，但生产相对分散的现状并没有成为制约日本汽车产业发展的阻力，相反，激烈的竞争成为企业提升竞争能力的催化剂。尽管日韩两国的学术界对于汽车产业政策的效果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为，推动日韩两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企业自身的努力，而不是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的如上特点决定了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充分了解企业的意愿，产业政策的内容要充分反映企业的意见，适应企业的需要。产业政策不是为企业指明方向的探照灯，更不是政府干预企业经营行为的手段。

二、汽车需求政策通过扩大汽车市场拉动汽车产业的发展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是拉动产业发展的最主要的力量。企业瞄准的是市场，其对市场的敏感程度远远超过对政策的关注程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产业来说，市场尤为重要，因为汽车进入家庭是汽车产业发展和提升竞争能力的前提。通过汽车需求政策促进汽车进入家庭消费，可以拉动汽车产业迅速发展。

政府鼓励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手段之一就是支持和促进汽车进入家庭消费，迅速扩大国内需求，为汽车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汽车产业政策是积极支持和鼓励汽车产业发展的，但其公共政策限制了汽车的购买和使用，抵消了汽车产业政策的效果。拉动汽车需求的政策和汽车产业政策是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的两个轮子，二者缺一不可。没有汽车需求政策的支持，汽车产业政策的作用是有限的。

三、振兴汽车产业政策的重点不断变化

一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可以分为萌芽期、内需主导成长期、出口主导成长期、对外投资主导期四个阶段。

在汽车产业发展的萌芽期，国内的汽车产业刚刚起步，十分弱小，不具有国际竞争力。此时促进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的重点是保护幼小产业、限制进口、鼓励投资和技术引进；同时，道路整备政策、汽车购买和使用过程中的相关税收政策相继出台。但是，这一阶段的政策核心仍是产业政策。

内需主导成长期是汽车产业迅速发展的时期，国内需求快速增长带来市场的迅速扩大，汽车产业已经达到一定规模。但是，随着汽车社会的到来，汽车的购买和使用带来的种种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在这一时期，政策的重点出现多元化趋势，一方面要继续提升产业的竞争能力，促进汽车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要为汽车产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具体政策上，限制和减少汽车组装企业的数量，促进引进技术的国产化和国内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促进自主品牌的开发，以及汽车的安全、环境、能耗方面的政策成为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同时，汽车保险政策、道路整备政策、汽车购买和使用过程中的相关税收政策、信贷政策不断完善。

到了出口主导成长期，国内的市场完全开放，限制进口和促进汽车生产企业发展的政策被逐渐放弃，产业政策的重点仍然是促进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仅限于这一阶段的前期），关于汽车购买和使用方面的汽车消费政策逐渐成熟。

对外投资主导期是汽车产业发展的更高阶段，此时汽车产业完全成熟，政府已经不需要利用产业政策的手段影响汽车产业的发展。此时，政策重点完全转移到汽车购买和使用方面。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汽车产业政策，主要在汽车产业发展的萌芽期和内需主导成长期起作用，进入出口主导成长期后，企业已经有足够的竞争力，不再需要产业政策的扶植和帮助。而汽车购买和使用方面的政策是贯穿于汽车产业发展整个过程的政策。


第三节　我国汽车产业政策体系评价

一、《汽车产业发展政策》的特点与问题

解读我国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2004年颁布，为与1994年的《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做区分，以下称新汽车产业政策）可以发现，新汽车产业政策同时涵盖了汽车产业政策和汽车需求政策两方面的内容。本节不对新汽车产业政策的内容进行全面评价，只对其特点和问题进行简要分析。


（一）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和新汽车产业政策的目标与重点


我国汽车产业的大规模发展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21世纪以后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总体上看，我国的汽车产业仍处于内需主导的发展阶段。

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是出口主导成长阶段。由于世界主要汽车生产企业均已投资我国，我们已经不必担心出现整车大规模进口的局面。但是，要想实现大规模的出口，还需要很大的努力。依照国内外经验，我国汽车产业进入国际市场有两种可能的途径：一是合资企业的外方将经济型轿车等低端产品的生产放到我国，将我国作为低端汽车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基地；二是民族资本企业利用成本优势生产和出口低端产品，参与国际分工。不管由哪类企业进行出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汽车产业的出口产品都只能是经济型轿车等低端产品，生产成本的高低对于产品的出口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主要方向是降低生产成本，利用价格优势在低端市场与跨国企业展开竞争。

新汽车产业政策中提出的我国汽车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是：“2010年前使我国成为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国，汽车产品满足国内市场大部分需求并批量进入国际市场。”从汽车工业的现状来看，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主要汽车制造国，但距离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批量进入国际市场尚有一定差距。新汽车产业政策的目标制定是正确的。

新汽车产业政策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促进汽车产业的发展，提升汽车产业的竞争能力。为此，新汽车产业政策突出了两条主线：一是“激励汽车生产企业提高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二是“推动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扩大企业规模效益，提高产业集中度”。新汽车产业政策的主要内容都是围绕着这两条主线展开的。


（二）新汽车产业政策的问题分析


提高汽车生产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技术创新能力是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必不可少的一项措施，从产业政策的角度激励企业开展技术创新，是十分正确的选择。但是，通过政策手段推动汽车产业结构调整和重组的做法，恐怕难以达到提升汽车产业竞争力的目的。新汽车产业政策的主要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重视对汽车组装产业的扶持，对零部件产业发展的关注程度不够

汽车有两万多个零部件，其成本占到汽车总成本的70%以上。因此，零部件产业的发展水平决定着汽车产业的竞争能力。我国的家电、摩托车产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具有很强竞争能力的零部件产业，组装企业可以容易地在国内获得优质、低价的零部件供给。

由于国内零部件企业的发展，加上外资零部件企业纷纷到我国投资建厂，目前我国汽车产业所需的零部件基本可以从国内采购，无须依靠进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零部件产业已经可以完全满足汽车产业发展的需要。尽管新汽车产业政策的第八章中提出了促进零部件及相关产业发展的思路，但其主要思路仍然是重点扶植主要零部件企业，缺乏具体的政策措施。

2.强调技术创新，忽视管理创新

新汽车产业政策的重点之一就是鼓励企业的技术创新，这一点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提升汽车产业的竞争能力，仅有技术创新是不够的，还需要管理创新，即建立一套适合我国企业的管理模式。汽车产业诞生在欧洲，20世纪上半叶，美国超过欧洲，成为世界汽车产业的霸主，其主要原因是美国的福特公司发明了以流水线生产为代表的批量生产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汽车产业崛起，席卷世界市场，是由于以丰田为代表的日本汽车企业开发了精益生产方式。纵观世界汽车产业的发展，管理创新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我国汽车产业的真正崛起，不仅需要技术创新，更需要管理创新，需要形成一套可以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能力的管理模式。新汽车产业政策把重点放到了技术创新上，完全忽视了管理创新对于提升我国汽车产业竞争力的作用。

3.片面追求利用规模经济，忽视竞争的作用

扩大规模经济效益，实现产业重组一直是我国汽车产业政策的重心。新汽车产业政策沿用了1994年产业政策的思路，一方面鼓励企业进行重组和联合，另一方面继续对企业的投资和新企业的进入加以限制，这些思路仍然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的色彩。

企业数量多、规模过小、生产分散是我国汽车产业的痼疾，也是世界各国汽车产业发展初期普遍遇到的问题，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更加强调规模经济的作用。但是，从世界汽车产业发展的历史看，要想促进汽车产业的发展，竞争比利用规模经济更有效。竞争的压力会促进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生产效率，带来生产成本的降低。企业数量多、规模过小、生产分散的问题在我国家电产业同样存在过，许多人曾经将这一问题视为制约家电产业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是，正是家电企业激烈的市场竞争，才使得我国的家电产业迅速崛起，在世界家电产业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国汽车产业面临的主要矛盾不是竞争过度，而是竞争不足。

汽车产业政策的重点应该是保护和促进企业间竞争，而不是逼迫企业进行重组，更不应设置进入障碍。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是否扩大投资、是否重组以及与谁重组是企业根据市场和竞争的需要自身决定的事，政府不应该干预。如前所述，日本、韩国在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也曾试图通过政府政策减少企业的数量，但这些政策遭到企业的抵制，没能发挥作用；20世纪80年代我国汽车产业的“三大、三小、两微”政策也最终自然流产，我们应当汲取这些教训。汽车产业的需求增加吸引许多企业进入，在激烈的竞争中优胜劣汰，一批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脱颖而出并对其他企业进行兼并，经过重新洗牌形成寡头垄断的竞争格局，这是汽车产业成长的一般轨迹。在汽车产业发展的初期就开始限制竞争，只会削弱企业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动力，不能达到提升产业竞争能力的目的。

用政策手段调整汽车产业的产业组织，不仅需要考虑内资企业，而且需要对现有外资政策进行调整。引进外资，可以起到学习外国企业的技术和管理，尽快缩小与国外汽车产业的差距的作用，目前这一效果已经显现出来。但是，限制新的企业进入汽车产业的做法，其实质是保护现有合资企业。由于不存在竞争的压力，合资企业缺乏创新的动力和压力，阻碍了我国汽车产业的技术和管理创新。调整外资政策，不是限制外资的进入，而是要放宽进入条件，允许国内外资本自由进入汽车产业，通过引入竞争机制的做法促使企业开展创新。这种做法不仅符合WTO的原则，而且也有利于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认为合资企业不可能进行创新，单纯排斥外资的观点是片面和有害的。企业是否会创新，不取决于资本的国籍，而取决于产业组织。只要存在竞争的压力，无论是民族资本还是外资企业，都必然选择创新。

二、培育汽车产业发展的需求政策的分析和评价

我国新汽车产业政策是迄今为止涵盖范围最广的汽车产业政策，它不仅包括了汽车产业政策的内容本身，而且包含了培育汽车产业发展的需求政策的内容。与日韩等国的汽车产业政策不同，集汽车产业政策和需求政策之大成是我国新汽车产业政策的一个特点。

新汽车产业政策的第十二章“汽车消费”明确提出了“培育以私人消费为主体的汽车市场，改善汽车使用环境，维护汽车消费者权益”的消费政策。新汽车产业政策中的消费重点不仅涵盖了汽车购买和使用过程中的相关税收政策、汽车保险政策和汽车信贷政策，而且包含了汽车环保方面的具体政策。从具体的政策内容来看，充分考虑了我国地方政府干预汽车的购买、使用的特点，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汽车市场和管理制度，各地政府要鼓励不同地区生产的汽车在本地区市场实现公平竞争，不得对非本地生产的汽车产品实施歧视性政策或可能导致歧视性结果的措施”，要求“各地在汽车购买、登记和使用环节，不得新增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项目和金额，如确需新增，应依据法律、法规或国务院批准的文件按程序报批”。这一政策取向对于从汽车需求角度拉动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是有效的。

但是，与生产、投资政策相比，新汽车产业政策中的汽车需求政策略显单薄，且没有把政策重点瞄准当今我国汽车使用方面的另一突出矛盾——大城市的交通拥堵，汽车行驶带来的大气污染、噪声、粉尘等交通公害以及交通事故。

由于高收入阶层集中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型城市，因此，在刚刚进入汽车社会的今天，我国的轿车个人消费主要集中在这些地区。这些大城市是我国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同时也是我国家用轿车最主要的市场。从国际经验来看，北京、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居民出行应依靠公共交通，而不能以私家轿车为主。但是，由于目前我国具有轿车购买能力的居民集中在这些大城市，为了促进汽车产业的发展，政府选择了以牺牲大城市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换取汽车产业发展的政策取向。轿车大量进入家庭带动了汽车产业爆炸式发展的同时，也加重了交通拥堵，汽车行驶带来大气污染、噪声、粉尘等交通公害，加重大城市病，同时也带来了交通事故剧增等诸多社会问题。目前，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大城市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最为令人头痛的痼疾。交通拥堵、交通公害、交通事故不仅降低了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而且降低了汽车的使用效果。

新汽车产业政策中的制定者也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试图通过制定严格的排放标准和引导汽车消费者购买和使用低能耗、低污染、小排量、新能源、新动力的汽车的办法缓解污染问题，但对于交通拥堵、交通事故问题几乎没有考虑，而是把解决这些难题的责任推给了各地政府。但是，新汽车产业政策没有给地方政府以解决问题的权力，而是利用中央政府审批、居民听证等方式限制地方政府对有关汽车收费、设置限制行使区域的权力的使用。

显然，如上政策无法解决大城市的交通拥堵、交通公害、交通事故这三大问题。新汽车产业政策的制定者把推动汽车产业的发展作为新汽车产业政策的首要目标，继续沿袭了牺牲大城市居民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换取汽车产业发展的思路。但是，交通拥堵、交通公害、交通事故大大减少了驾驶汽车的便利性和乐趣，限制了城市居民汽车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没有一个良好的汽车使用环境，必然会影响汽车市场的扩大。

在大城市限制私家轿车的使用是一种必然趋势。解决如上矛盾的唯一有效办法是增加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汽车需求，开辟新的汽车市场。考虑到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居民收入难以在短期内有较大提高，通过加快道路建设和开展汽车消费信贷等办法可以有效地增加这些地区的汽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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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始于2013年，写作的初衷是完成北京市社科基金的一个课题。但在写作过程开始之后，因为其他工作的打扰，加之笔者过于懒惰，写作工作几次中止。因此，这本应在2014年完成的书一直拖到了2017年年末，因此，书中很多数据已经陈旧，一些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进入2015年后，自主品牌汽车的销量开始增加，其增速超过了外资品牌。2017年1—7月，自主品牌的市场占有率已经高达35.7％。2015年以后自主品牌汽车的崛起来源于企业研发模式的改变，是汽车企业自主创新的必然成果，这一问题留待后续研究讨论。

此书得以出版，首先要感谢姚东旻、李卫华审读了此书稿，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同时也要感谢已经退休的刘红霞大姐的支持，感谢已经毕业的硕士研究生谢昱骋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付出的努力。

2017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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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丛书》总 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序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联合国都把消除贫困视为首要任务。2017 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代表登上发言席，携手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了郑重而庄严的联合声明。这是世界反贫困历史上由中国人树立的一座里程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纵观世界反贫困进程，中国这边风景独好，仅仅40年时间，就让8亿人摆脱了贫困，占全球减贫人口的四分之三。贫困人口比例减半，是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之一，中国提前实现了这一目标，并且是第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也就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上，农村贫困人口实现全面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担当的责任，而且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庄严承诺，更是他们为世界反贫困事业树立的中国旗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在这一背景下，从事扶贫实际工作，进行扶贫相关研究，必须顺应时代要求，勇于尝试创新。中国人民大学朱信凯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立足于中国经验，在大量案头研究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创新性地解读了中国40年的反贫困历程。对书稿进行研读之后，我的总体观感是，信凯教授深厚的学术功底和对中国农民问题的长期跟踪研究，必是要在反贫困研究方面锦上添花了。40年来，中国人民大规模地摆脱贫困，我们也创造了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贫困县、贫困村整体脱贫的成功经验，为世界反贫困事业作出了中国贡献，树立了中国榜样。本书对这一伟大历史进程进行了全面总结、系统归纳。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不断充实完善，并付诸中国实践，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全面摆脱贫困之路逐渐向未来铺开。本书对这一新的伟大历史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在此基础上，本书又选取区域平衡、产业发展、生态扶贫、教育扶贫等领域进行了专题案例剖析。总之，本书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系统总结，又是对中国发展道路与经验的全面梳理。

信凯是我熟悉的一位青年学者，他的团队也是圈内长期从事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的一支“长江学者”创新队伍。这支队伍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足于中国发展经验，辩证地汲取国际前沿研究方法，对中国发展道路进行观察、研究、探索，值得鼓励与倡导。我郑重向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同仁们推荐本书。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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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中央农工办原主任







前 言

摆脱贫困，是中国人千百年来追寻的梦想，是中国共产党对亿万人民的庄严承诺，是中国改革发展的目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又带领亿万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如今，改革开放已走进第四十个年头。四十年来，中华大地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巨变，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为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贫困落后树立了榜样。四十年来，中国改革“由表及里”“由浅到深”，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不断突破思想观念的桎梏，以发展的伟大成就科学回答了“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四十年来，人民生活水平正逐步由“温饱”迈入“小康”，农村贫困人口显著减少，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我们力求不落下一个民族，不落下一个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说
 苑·政理》中的一句话来描述摆脱贫困的家国情怀：“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确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村贫困人口之饥寒劳苦，始终把贫困人口脱贫和建设小康社会统一起来，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开展了方式各异的反贫困实践，构筑了现在的扶贫开发体系。

1978年以前，中国贫困人口的规模大约为2. 5亿人，这一时期存在大规模贫困人口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体制因素限制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之后随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商品流通制度的改革，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农业产出和农民收入迅速提升，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但随之而来的是贫困人口向“老、少、边、穷”地区集聚，仅靠经济增长已经难以实现农村贫困人口有效脱贫，扶贫开发工作遇到新的矛盾和瓶颈。1986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展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农村扶贫开发活动，制定了“县级瞄准”机制，确定了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开发式扶贫战略的雏形。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以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成为这一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推动力：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从而带动一部分群众走出了贫困。但是，经济高速增长势必带来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使贫困人口进一步向落后地区集聚。针对这一矛盾，1994年中国开始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提出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优先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发展战略：用7年时间基本解决农村8 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在新的标准下中国贫困县增加到592个。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6年后，中国绝对贫困人口已降低到了3 200万人。尽管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新的矛盾又暴露出来：贫困县未能覆盖所有贫困人口，大量贫困人口分布在非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内，这一部分贫困人口无法享受国家扶贫资源的支持，扶贫开发工作进展缓慢。

在新的矛盾面前，国家“对症下药”，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2001—2010年）》，放宽了扶贫资金的使用限制，允许资金投向非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贫困人口，扶贫瞄准方法由“县级瞄准”向“村级瞄准”调整。2011年，国家出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确定了11个连片特困区以及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这一时期，扶贫开发战略主要向两个方面调整：一是聚焦于区域发展差异，着力解决贫困人口相对集中的西北、西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贫困问题，由“县级瞄准”向“村级瞄准”转变，进一步保障扶贫措施落到实处；二是坚持以开发式扶贫为主要手段，强调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

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因时因势调整扶贫开发战略是中国摆脱贫困的关键。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工作进入“深水区”，到了“啃硬骨头”的阶段：贫困问题与城乡发展问题、区域发展问题、产业发展问题相互交织，存在于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各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新的亟待解决的贫困问题，扶贫开发因此变成了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新时期农村扶贫开发广泛涉及农业发展、城乡一体化等方面。

在农业发展方面，农业增长对农村贫困人口脱贫至关重要。“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墨子》中的这句话告诫人们要做到不违农时，否则农民生活就会陷入贫困。在新时期，“不违农时”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如有效的制度供给、及时的技术革新、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创新发展保证了“不违农时”：一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实践“三权分置”，促进土地要素有效流转；二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实现农业现代化；三是坚持绿色兴农，把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农业创新发展为摆脱贫困提供了基础支撑，促进了农村贫困人口收入实现可持续增长，是现阶段农村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途径。

在城乡一体化方面，城镇化在解决了一部分贫困问题的同时带来了新的贫困问题。新时期，贫困问题由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向城
 乡并存的局面转变，解决低收入农民工、留守人群、流动儿童、失地农民等新贫困人群的贫困问题，是党的十八以来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探索。针对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贫困问题，党中央及时调整扶贫开发战略、适应形势变化，提出了社会保险扶贫、城乡教育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等创新性的扶贫措施，有效地满足了制度需求，确保扶贫开发工作稳步推进。

除上述两方面外，新时期农村扶贫开发还涉及区域发展、生态建设、文化教育等各方面，本书正文有详细论述，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贫困人口数量显著减少、生活水平明显改善是四十年来中国反贫困成就的一个方面。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对人类减贫事业最大的贡献在于总结了反贫困的中国经验。本书最后三章分别从三个方面总结了反贫困的中国经验，即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文化教育与兜底机制。这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要途径“五个一批”（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基本一致，后三章的理论逻辑与内容安排均立足于此。

在党的十九大召开前夕，在中国反贫困事业即将持续四十年之际，中国人民大学迎来了八十华诞。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间节点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委托我对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反贫困的伟大成就和经验进行梳理总结，进而继续探索摆脱贫困的路径。本书作为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中国反贫困事业四十周年暨中国人民大学八十华诞的三重献礼，地位特殊、意义非凡。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课题组成员参考了国内外反贫困研究的部分成果，得到了学术界和政策界同仁的大力支持。但是，限于编写人员的能力和实践约束，本书难免存在缺点和疏漏之处，希望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向编写人员提出宝贵的意见。


朱信凯

2017年9月







第一章 人类反贫困事业的亮丽篇章:中国道路

古人云：“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消除贫困，实现小康”，是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不变期盼，也是党和国家一往无前、不懈追求的目标，更是全人类共同致力的伟大事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四十年的反贫困历程彰显了中国的实力与自信。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过程中，党和国家始终坚持群众路线，关心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放眼世界，贫困问题的深化、扩散、演变，严重阻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截至2013年，世界贫困人口仍占世界总人口的10. 7%。世界贫困现象主要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区域性贫富差距较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较为贫困；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近4/5的财富，而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仅依靠约1/5的财富来维持基本生活。聚焦中国，人口基数
 大、地理构成复杂、区域发展不平衡以及城乡差距大等矛盾突出，且具有中国特色，因此较同类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反贫困的难度更大。2017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联合声明。这一里程碑式的重要时刻，肯定了四十年来中国在世界反贫困过程中充当主力军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曾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各国反贫困的内生性动力推动了世界反贫困工作的进程，而国家间的相互合作和经验借鉴也是促进国际反贫困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具体而言，我国扶贫难度较大，主要体现为：人口基数庞大导致人均资源有限；自然环境约束导致非人力赤贫；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导致扶贫财政压力大。近四十年来，中国在历届领导集体的指引下迎难而上、克服万难，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数据显示，1981年到2013年间，中国贫困人口由8. 8亿人减少至2 000多万人，占同期世界减贫人口数量的78%。中国在世界反贫困工作中贡献了巨大力量，并且减贫速度远超印度及非洲同类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积极开展南北对话、南南合作，带动其他国家共同发展。

中国反贫困四十年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贫困人口大量减少，福利保障水平大幅提升，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反贫困在医疗卫生、农业发展、教育水平、基础设施、基层党建等方面的外部效应，整体促进了我国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这些成就要归功于，扶贫政策基于实事求是的精神，从项目导向到系统推进、从“输血式”到“造血式”、从粗放“漫灌”到精准“瞄准”的不断演变。中国的反贫困经验既包含了中国特色，又体现了可供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学习借鉴的普世价值，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
 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放在了极其重要的地位。邓小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新时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决心。中国反贫困四十年，见证了党和国家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探索、勇于实践的正确性。





第一节 贫困:阻碍社会发展的巨大难题

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摆脱饥荒与贫困、实现自我解放与发展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贫困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独有的问题，而是全人类必须共同解决的难题。在世界反贫困斗争中，既要看到中国贫困人口多、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大、资源禀赋分布不均、致贫原因多样等困难，也要看到中国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不断克服困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世界反贫困事业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消除贫困，作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途径，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理想。

一、贫困的含义与标准

国内外学者对贫困的定义存在一定的争议。萨缪尔森（Samuelson，1992）在其著作《经济学》中写道：“贫困是一个非常难以捉摸的概念。”奥本海默（Oppenheim，1993）也认为，贫困概念模糊，具备不确定性，随时间、空间及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化。朗特里（Rowntree，1901）最早对贫困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定义，他在《贫困：城镇生活研究》一书中提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支付维持家庭成员生存所需的最少生活必需品的费
 用，那么这个家庭就基本上陷入了贫困之中。”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则认为，真正的贫困是指贫困人口缺乏创造收入的能力和机会，即缺少获取和享受正常生活的能力。国家统计局根据中国国情，将贫困界定为：“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接受的最低标准，缺乏某些必要的生活资料或服务致使生活处于困难境地。”人们对贫困的认知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静态到动态、从客观到主观、从确定到模糊、从一维到多维的发展过程。并且，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贫困的概念被不断丰富。经济学概念的贫困主要指具体的物质层面的收入贫困、消费贫困和资产贫困；社会学概念的贫困主要指个人或群体的能力、知识和社会接受程度的稀缺性；政治学层面的贫困则涉及阶级理论和公民权利剥夺（田龙鹏，2016）。由此可见，贫困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多领域交叉的矛盾点。

贫困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贫困仅指经济意义上的贫困，即物质资料匮乏，生活不能实现温饱，土地贫瘠，生产条件恶劣，缺乏产业创新能力和内生增长动力，生产难以维持；广义上，贫困则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习俗等意义上的贫困，营养不足（营养不良）、人口平均寿命短、婴儿死亡率高、文盲人口多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提出的“人文贫困”的概念，就属于广义贫困的范畴。它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贫困程度，不仅涉及人均国民收入的多少，而且考虑了人均寿命长短，以及卫生、教育和生活条件的好坏程度。狭义的贫困与广义的贫困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循环累积（石扬令、常平凡、冀建峰，2004）。

贫困也可分为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自然地域的差异使得贫困的内涵更加丰富。阿玛蒂亚·森认为，无论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的相对模式是什么，饥荒总会被认为是赤贫的表
 现。由此可见，在贫困概念中存在一个不可见的绝对贫困的内核，即把饥饿、营养不良以及其他可以看得见的贫困统统转换成关于贫困的判断，而不必事先确认收入分配的相对性。因此，相对贫困分析方法只是对绝对贫困分析方法的一种补充而非替代（阿玛蒂亚·森，2011）。事实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现象往往共存。美国学者奥本海默认为“贫困是物质上、社会上、情感上的匮乏”。显然，相对贫困的含义多样，不易界定，而绝对贫困（生存贫困）意思明确，多表现为“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居不避寒”的状况，即马克思所说的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或赤贫。
[1]



不同时期衡量贫困的标准会有所变化。从贫困的含义所反映的内容看，贫困又可分为收入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其中，收入贫困就是指用于日常生活的物质匮乏；能力贫困就是指获取生活资料的能力不足；权利贫困则是指政治和文化权利缺乏（郭熙保，2005）。当前，国内外多从生物学角度，以保障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为目标，以必需消费品和必要服务的最低费用为基础，划分“消费标准”或“贫困标准”。

国际上通常以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收入的中位数或算术平均数的50%~60%作为该国家或地区的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公布的贫困标准2015年为每人每天1. 9美元（见表1-1）；中国的贫困标准也根据不同时期的经济水平进行调整。2008年以前，中国存在两个贫困标准：第一个是绝对贫困标准，即以每人每天2 100大卡热量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再结合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所制定的标准，该标准随物价调整，1986年为206元，2007年提高至785元；第二个是低收入标准，2000年为865元，2007年调整为1 067元。2008年进行改革后，绝对贫困标准与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统一使用1 067元作为贫困标准；2010年该标准随物价变化进
 一步上调为1 274元；2011年，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贫困标准，这个标准比2010年提高了80. 5%，使扶贫覆盖人群增至约1. 28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的比例约为13. 4%（范小建，2011）。

[image: picture]


表1-1世界银行各年公布的国际贫困标准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相关年度《世界发展报告》。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到2020年要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即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为实现这一愿景，我们既要看到中国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仍有一定距离，也要看到中国贫困标准在不断上调，肯定中国政府对反贫困工作的重视。从表1-2中1985年和2014年农村居民基本食品消费支出需求统计数据可知，中国贫困标准制定较为合理，可基本满足物价变动下农村居民的最低食品消费，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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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中国1985年和2014年农村居民基本食品消费支出需求统计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调查（2016）数据整理而得。

二、贫困的危害

贫困，是阻碍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难题。研究贫困问题，必须搞清为什么一定要治理贫困，为什么贫困不是某个人或某个国家政府的问题，也不是单纯穷人需要关心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需要共同努力解决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最早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纳克斯（1953）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1956）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以及缪尔达尔（1957）的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理论。如图1-1所示，早期的贫困陷阱理论认为，贫困陷阱多由物质匮乏、投资不足所引致，而后期的贫困陷阱理论被诸多学者完善，贫困陷阱的形成因素被扩展到地理环境、资源禀赋、教育文化、政治制度、犯罪腐败、疾病灾害等。如利比亚、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等国家的贫困极大程度上源于各种体制弊端（政治僵化、官员腐败、管理不当、暴力动乱等），这些弊端导致价格不能有效调节市场，私有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但马
 里、加纳以及非洲的其他大部分地区，虽不存在类似的体制弊端，却仍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处于极度贫困状态，这就难以用早期的贫困陷阱理论来解释了（习明明、郭熙保，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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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发展中国家经济贫穷落后的恶性循环理论示意图

资料来源：石扬令，常平凡，冀建峰.产业创新与农村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4：100.

由此可见，贫困的产生受多种因素共同影响，并通过贫困恶性循环造成贫困加剧（如图1-2所示）：无钱就学、就医，导致获取知识和医疗保障的途径受阻，影响国民整体素质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无钱投资开发，致使贫困人口获得经济报酬的途径受阻，只能依靠劳动力和资源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导致生态环境受损；由于身心发展受到局限，贫困在代际传递，使得贫富差距加大，不平等矛盾加深，由此甚至引发社会不安定、恐怖主义活动、局部战争等，成为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社会的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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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贫困危害传递示意图


 第一，贫困危及人类个体的生存与发展。人类文明是历经几千年进化而构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贫困的存在会危及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主要体现为：贫困导致无钱就医（就医途径受阻）、无钱入学（获取知识的途径受阻），严重影响人的身心的健康发展，进而加剧贫困。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仓廪实而知礼节”“穷山恶水出刁民”等名言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物质基础对于人类文明的重要作用，而贫困恰恰起因于物质基础薄弱。从全世界整体来看，婴儿和儿童占死亡人口的比例是15%，60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则超过50%。而在贫穷国家，5岁以下的孩子约占死亡人口的30%，这一比例之所以较高主要是因为呼吸道感染、痢疾、肺结核，以及世界卫生组织所称的“儿童疾病”（百日咳、白喉、脊髓灰质炎、麻疹）等传染病的肆虐。除此之外，贫困地区疟疾、艾滋病、营养不良死亡（主要是缺乏食物导致蛋白质和能量摄入不足）导致贫血（饮食中缺乏铁导致铁元素的摄入不足）甚至死亡的情况也较为普遍。这种由贫困导致的身心发展不健全，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而这种贫困（营养不良和疾病）还会进一步加剧贫困并通过基因和生活习惯“遗传”给下一代。研究发现，健康水平恶化会通过影响居民的长期创收能力造成贫困脆弱性的上升，具体来说，居民健康水平每下降10%，贫困脆弱性约上升6%（黄潇，2013）。也有学者研究发现，贫困程度越高的大病农户面临的筹资约束问题越严重，而贫困农户“因贫致病”“因病致贫”和“因病致病”的风险则更大（马志雄、丁士军、张银银等，2013），极易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贫困导致人类身体素质下降和精神素养低下，极大程度上危及“穷二代”的个人发展，致使贫困代际传递和扩散，瓦解人类整体文明。

第二，贫困破坏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稀缺容易导致贫困地区的生态承载力突破极限，“反噬”地区发展力，使贫困地区陷入“生态脆弱—诱发贫困—掠夺资源—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杨文静，2016）。中国贫困人口的分布与地形有
 关，诸多研究表明，贫困人口多集中于山区，这些地区多呈现资源禀赋匮乏、生产生活条件差、经济落后的特征。由于生产投资少、科技水平低，农户只能采用大肆毁林开荒、毁草种粮的掠夺式开发模式进行生产，导致了“越贫越垦，越垦越贫”的恶性循环。这种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的生产方式，短期内可能实现经济迅速增长，但长期来看必然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进一步提高贫困程度，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不可持续。印度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印度全国有70%的地表水遭到污染，80%的居民得不到干净的饮用水，一些贫苦地区长期过量采伐林木、毁林开荒，导致森林面积不断缩小。中国一直秉承可持续的绿色发展观，“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三个层面阐明了绿色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提出要坚持绿色可持续的健康发展，让经济发展、全面脱贫与绿色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第三，贫困阻碍社会发展进步。经济发展强调效率，社会发展强调公平。因此，社会的协调发展必须建立在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之上。贫困人口在经济属性上被边缘化，也导致其在社会属性上被孤立，很难通过经济手段和人际关系主动摆脱贫困陷阱。当前我们生活的世界仍存在极端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既存在于各国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换句话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达地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存在诸多不平等现象，在收入分配、财产分布、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数据显示，瑞典只有不到0. 5%的儿童在年满一周岁之前死亡，而莫桑比克却有将近15%的儿童活不到一周岁。在萨尔瓦多，受过教育的母亲所生婴儿的死亡率为2%，而文盲母亲所生婴儿的死亡率却高达10%。在厄立特里亚，最富裕的1/5的家庭的儿童免疫注射率接近100%，而最贫穷的1/5的家庭的儿童免疫注射率仅为50%（世界银行，2006）。因此，我们必须警惕贫困的代际传递，即，要防止通过家庭内部将贫困和不利因素传递给后代，使子女重复上一代的贫困境遇（恶性遗传链）（王瑾，
 2008）；必须警惕贫困人口的疾病问题，防止疾病传染和扩散，致使因病致贫现象更加严重；必须警惕贫困问题的反复和加剧，防止因贫丧志、越扶越贫。因此，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使得老有所养、病有所医、住有所居，有助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

第四，贫困破坏政治稳定。从世界格局来看，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造成的两极分化，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影响因素。贫困意味着落后，而落后往往就要“挨打”。国家贫困往往伴随经济不景气、军事科技力量薄弱、信息获取滞后等，导致其在与他国的博弈中处于落后地位，为强国的“侵略”提供了可能性。对于贫困个体或群体而言，物质的极度匮乏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的心理扭曲，使人产生仇富或报复社会的不良心理。恐怖主义的参与者往往来自久经贫困和战火的国家，他们不满社会的不公平，从而产生了报复社会的情绪。同理，极度贫困会使人走向极端，例如丧失奋斗动力、自暴自弃，抑或走上犯罪道路。贫困和发展不平衡一直困扰着人类，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国内部冲突、国家间纷争、恐怖主义、生态环境恶化以及非法移民等问题，背后都有贫困的阴影。贫困问题严重扰乱了世界的和平稳定。

第五，贫困阻碍全人类的共同发展。截至2013年，贫困人口仍占世界总人口的10. 7%。世界贫困现象主要呈现两大特征：一是区域性贫富差距较大，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较为贫困；二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发达国家掌握着世界近82%的财富，而人口占比近75%的发展中国家却仅拥有18%的财富。阿玛蒂亚·森认为，研究贫困问题，首先就要厘清贫困是只与穷人（或富人）的利益有关，还是与穷人和富人的利益均有关？实际研究发现，由于经济全球化、资源环境共有化、人口外迁移民趋势
[2]

 ，人类作为具有合作属性的群体动物，不可能割裂为个人或某国，而是通过外部性
 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影响，即穷人的贫困将影响富人的利益，穷国的贫困将影响富国的利益。换言之，贫困关注的焦点虽然在于贫困人口的利益，但反贫困将有益于全人类。因此，贫困不仅仅是个人或某国的问题，还是全人类发展所必须面对的共同难题。

三、反贫困的重要性

消除贫困是保障人权的基本前提。哲学家康德等人认为“天赋人权”，即强调人生而平等，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然而，贫困的核心症结在于基本权利的丧失。我们必须警惕并解决贫困导致的营养不良、疾病肆虐的问题，因获取知识的途径匮乏引起个人发展受阻，因缺乏投资和再生产能力引起贫困代际传递，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根据《国际人权文书》的定义，消除贫困，有助于保障人权。《2006年世界发展报告：公平与发展》（第28份年度发展报告）将重点放在探讨公平在发展中的作用上。“公平”的第一要义是实现“机会公平”，具体而言，首先个人发展应由自身努力程度等内部因素所决定，而不是受种族、性别、社会及家庭背景或出生国家等外界因素的限制；其次，要“避免剥夺享受成果的权利”，尤其是享受健康、教育、消费的权利。综上，免于贫困的权利是人类享有获得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文化产品，并通过获得均等的减贫机会，参与、促进减贫并分享减贫成果之积极行为来实现的权利。这种权利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具备人权的逻辑要素（汪习根，2012）。换言之，反贫困的实质是对基本人权的维护，是对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不懈追求（钱箭星，2000）。

消除贫困能够为经济发展创造新增长点。经济增长和减贫之间的强相关性是发展经济学中程式化的核心事实之一。贫困人口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属性：一方面，解决贫困问题将提高国内就业率，带动农业或非农产业进一步发展，也有助于实现产业复兴，从供给侧角度带动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解决贫困问题，即提高贫困人口的创收能力、增加贫困家庭收入，将提高贫困人口的消费水
 平，从需求侧角度带动经济发展。贫困地区物质匮乏，往往是经济发展的空白地带，因此，解决贫困地区的贫困症结，促进贫困人口增收，将极大地促进消费，带动当地产业发展，进而激发当地的经济活力。贫困地区的产业扶持，一方面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就业岗位，使其学会一技之长；另一方面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创业的可能性，使贫困人口拥有自力更生、实现个人发展、对抗贫困的“造血”能力。

消除贫困可以为共同富裕提供基础支撑。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更离不开生产关系的保障。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共同富裕是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对立的，具有鲜明的制度特征。首先，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不是为了资本家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其次，共同富裕也反映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根本特征。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建立，使劳动者成为生产资料的共同主人，生产资料由剥削劳动者的条件变成了劳动者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从而为消灭阶级对立创造了条件。再次，共同富裕还反映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后果。按劳分配只承认劳动贡献的差别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排除了生产资料占有和资本积累的差别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这样就不会产生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最后，共同富裕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计划性。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受自发的价值规律调节，处于盲目的无政府状态，人们之间的利益是对立的，必然导致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两极分化，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依靠国家有计划的调节（张宇，2017）。在世界反贫困行列中，中国反贫困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壮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调
 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新时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决心。中国反贫困四十年的光辉历程，体现了党和国家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案例1-1 世界儿童生存状况


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世界各国和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然而，战乱、饥荒、贫穷等诸多发展问题限制了儿童的发展，并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了一定伤害。联合国报告强调，儿童贫困的社会代价最大。儿童身心发育的机会只有一次，无论经济状况如何，一个国家都必须把给予儿童健康成长所必需的资源放在社会发展的首位，否则将会导致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贫困，并非仅仅出现在贫困地区或贫困国家，城市和发达国家同样存在各种贫困问题，而贫民窟和战乱地区的贫困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


城市儿童——急需友好的环境



贫困作为全球性问题，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最易受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粮食短缺和内战等复杂问题的伤害。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2012年世界儿童状况报告》中的数据显示，城市中的儿童正日益成为最贫困、最脆弱的群体之一。当下，全球有1/2的儿童生活在城市里，这一比例在2050年将达到2/3。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大量农村贫困儿童随外出打工的父母转移到城市，但由于获取教育和医疗等基本社会服务的途径受限，贫困问题更加严重。这些贫困儿童还面临着当童工、被拐卖等各种严重问题。


发达国家儿童——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欧洲一些国家的儿童教育也存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差异，移民子女的教育问题长期存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研究中心曾发布报告重点关注发达国家的儿童问题。该报告指出，在全世界35个发达国家，共有3 0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在29个欧洲国家，1 300万儿童缺少健康成长发育所需的一些必要资源。这份报告中的贫困指的是相对贫困，贫困线被定义为居民可支配家庭收入低于所在国家中位收入的50%，但和战乱饥荒地区相比要好得多。这份报告强调，即使是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儿童的生活状况也仍有很大差异，说明政府政策和资金投入对于解决儿童贫困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


贫民窟儿童——更需免费义务教育



目前印度全国约有9 700万人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占城市总人口的25. 7%，其中约有760万为6岁以下儿童，占城市儿童总数的13. 1%，即每8名6岁以下儿童中就有一名生活在贫民窟。印度“拯救儿童组织”新德里办公室媒体负责人瓦雷·辛格说，约有47%的当地儿童营养不良，有48%的女童过早出嫁，有70%的5岁以下儿童患有贫血症。而对于这些孩子而言，缺少教育资源是最大的问题。根据新德里一家非政府组织的调查，仅新德里市就有大约25万居住在城市贫民窟中的孩子失学。


战乱中的儿童——弱者中的弱者



沙特《中东报》报道说，在也门，几乎一半人因战乱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成为弱势群体，其中儿童更是“弱者中的弱者”，许多孩子每天连起码的温饱都无法得到保障，有的甚至辍学当童工，过早地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在非洲，这样的儿童还有很多。冲突、饥饿、健康和缺少教育机会等，仍是非洲很多儿童面临的现实问题。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全球适龄儿童中未能入学人数最多的地区。去年东非之角地区发生严重粮食危机和饥荒，成千上万的索马里儿童在逃荒的路上渴死、饿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马里副代表弗雷德里克表示，马里北部的儿童正遭遇巨大的灾难，这里的孩子们辍学、营养不良、流离失所并面临严重的人权威胁。据报道，在该国北部30万流离失所者中，有近一半是儿童，甚至有一些儿童被强迫加入武装组织。非洲中部和西部多个国家灾情严重，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有超过100万儿童面临生存威胁。

由此可见，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复杂多样的贫困问题，贫困对儿童的危害严重影响社会发展，世界各国必须共同努力消除贫困。

资料来源:人民网驻亚非美欧各大洲记者现场报道世界儿童生存状况[J].人民日报, 2012-06-01: 22.



注释


[1]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区分了“贫困”与“赤贫”。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707.


[2]
 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曾指出：“移民对减贫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国际贸易。”（安格斯·迪顿.逃离不平等[M].崔传刚，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275.）





第二节 中国:推动世界反贫困的主力军

放眼世界，贫困问题的深化、扩散、演变，严重阻碍了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在世界各国的努力下，世界反贫困工作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中国由于自身人口众多，地形复杂，人均资源禀赋不足，以及区域间、城乡间的巨大差异，贫困问题较为严重。然而，通过积极开展一系列反贫困工作，中国在世界反贫困行动中充当主力军，在反贫困过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曾肯定地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一、世界的贫困状况

世界贫困现状仍不容乐观。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8年世界人类发展报告》，全球有26亿居民缺少基础卫生设施，15亿人缺乏住房保障，20亿人缺乏饮水保障，全球20%的儿童受教育年限不足5年，20%的儿童营养不良。世界贫富差距存在区域性集中的特征，全球有59个国家的人均收入在380美元以下，其中被联合国列为最不发达国家的48个国家，有33个在非洲，13个在亚太地区，2个在拉丁美洲（石扬令、常平凡、冀建峰，2004）。世界各国的贫困状况不一，资源禀赋方面的先天缺陷和经济发展的滞后，引发并进一步加剧了贫困现象的代际传递和扩散。从世界整体
 格局来看，世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困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例如，非洲的贫困随生态灾难和战争而不断蔓延，亚洲的贫困人口也呈增长态势，南美洲的金融动荡致使众多人口陷入贫困。1976年至今，美国贫困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4%，中等家庭的收入增加了15%，而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增加了46%；1995年收入不到贫困线一半的贫困人口有1 390万，1996年增加至1 440万。俄罗斯有1 000多万人生活在政府确定的“最低食品消费线”以下（石扬令、常平凡、冀建峰，2004）。

二、世界组织和各国政府的反贫困战略

联合国长期关注并致力于解决贫困问题。由于经济全球化、资源环境共有化、人口外迁移民，人类是具有合作属性的群体动物，所以贫困会通过外部性对整个人类社会造成影响。因此，贫困问题必须受到世界各国的共同重视。为使世界各国的反贫困工作形成合力，联合国等世界组织先后发布了诸多宣言，旨在引起全世界对贫困问题的关注，推动世界消除贫困工作的开展。例如，1922年12 月22日，第47届联合国大会将每年的10月17日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日；1995年3月，联合国在于丹麦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将1996年确定为国际消除贫困年，第50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在联合国会议上，各国代表集中讨论了消除贫困、社会融洽、促进发展的问题，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一起行动、共商大计，最终消除贫困，兑现《哥本哈根宣言和行动纲领》的承诺。贫困是全球性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对此，各国政府都应该积极行动，制定最行之有效的扶贫措施，和世界反贫困工作方向保持一致并积极贡献力量。

1969年联合国《社会进步和发展宣言》第二部分“目标”第十条（丙）项为：“消除贫困；保证不断地改进生活水平和给以公平的收入分配。”1993年《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则有多处涉及消除极端贫穷（绝对贫困）或消除贫困的目标（湛中乐、苏宇，
 2010）。1995年联合国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发布的《共同宣言》和《行动纲领》均表示要以果断的国际行动和国际合作努力消除世界性的贫困化问题。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设置了八大目标，将消除极端贫困与饥饿摆在了首要地位，而普及初级教育，促进男女平等并赋予妇女权利，降低儿童死亡率，改善产妇保健条件，与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及其他疾病斗争，加强全球伙伴合作关系等目标一定程度上都要与消除贫困紧密挂钩，换言之，消除贫困是解决世界发展难题的基础保障。因此，世界各国在消除本国贫困、支援他国反贫困的过程中，都应积极探索；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应艰苦奋斗，与贫困抗争。

世界各国都制定了专门的反贫困政策体系。美国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主要是针对弱势群体给予必要的扶持，如补充保障收入计划主要是向低收入的老人、盲人、残疾人提供帮助；家庭帮助计划主要是向有“需抚养的儿童”的家庭提供现金补助；食品券计划是向低收入者发放在指定副食店使用的仅限于购买食品的有价凭证；医疗补贴计划向低收入的老人、盲人、残疾人、孕妇和多子女家庭提供医疗保健帮助等。欧洲社会保障制度不仅关注积极的经济活动者，而且关注失业人群和老年人、残疾人，如1942年出台的《贝弗里奇报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该报告主张向每位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并建立完善的综合社会保障制度。除此之外，欧洲各国都根据最低生活和生存需要划定了贫困线，规定凡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公民，无论身居何地、收入来源如何，都可获得同样标准的生活帮助（何慧超，2008）。为消除贫困，巴西卢拉政府在2003年启动了家庭补助金（Bolsa Familia）减贫计划，该计划每个月向最低收入阶层的母亲提供现金援助，目前是每个孩子每月12美元，或者平均每个家庭每月35美元，已惠及超过1 200万个家庭，受惠人口占巴西人口的1/4（佩里·安德森，2012）；2008年，巴西政府将社会福利预算由部门上报的118亿雷亚尔增加到165亿雷亚尔，新增的47亿雷亚尔主要用于家庭补助金计划（陆
 绮雯，2007）；此外，为改善农村贫困状况，巴西政府早在1993年就实施了农村贫困缓减与消除计划，1993—2009年，该计划已使1 300多万农村居民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2010）。俄罗斯政府从2009年开始将事业补助最高金额提高了1. 5倍，通过住房抵押贷款代理机构重组了失业人员的抵押贷款债务，提高了居民补贴制度的针对性，补偿居民支付的住房公用设施支出，资助大学生，包括开展低息教育贷款实验（年利率不超过11. 5%），加大国家扶持力度，以卢布定期支付全公费大学生在读期间的教育费用，对强制性医疗保险给予额外的财政支持（钟建平等，2011）。

反贫困行动中国际合作日趋频繁。贫困是阻碍世界发展的难题。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国家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在不断深化，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更加多元化、交融化、发散化，如环境污染、疾病传染、气候变化、粮食危机、资源危机、金融危机、核扩散、恐怖袭击以及由此引发的贫困问题等可能迅速越过国界，在全球传播，给全球带来挑战与威胁。因此，迫切需要全球合作以应对上述问题，这对全球治理的范畴、结构、机制、路径、方法和效率等提出了更加迫切、更高的要求。“南南合作”“南北对话”都是促进世界经济社会和谐统一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水平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林跃勤、周文等，2014），林毅夫认为，高收入国家对低收入国家提供适当的援助，不仅能缓解或消除不发达国家的贫困问题，体现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而且能实现双赢。例如，在高收入国家，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投资机会非常有限，很难通过国内投资带动经济发展，摆脱经济危机，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除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外）都受到财政能力薄弱或外汇储备不足的限制，需要外来帮助，因此，发达国家也可以创造条件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帮扶力度，从而实现双赢（林毅夫，2012）。

世界反贫困工作既要借助各国反贫困的内生性动力，也不能忽视国家间相互合作和借鉴他国经验共同促进国际反贫困事业成功的
 重要性。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的26. 8%，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3%，2010年GDP占世界GDP总量的18. 08%（见表1-3），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60%（张兵、李翠莲，2011）。由此可见，金砖国家的贫困问题具有代表性，换言之，解决金砖国家的贫困问题对于世界反贫困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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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金砖五国GDP（现价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比例（2008—2015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金砖国家在国情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为反贫困方面的合作和经验借鉴提供了基础。各国资源的互补也的确为金砖国家合作反贫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从国土面积来看，金砖五国地域辽阔，俄罗斯世界第一，中国第三，巴西第五，印度和南非的国土面积也均超过100万平方公里；从人口数量来看，截至2011年，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分别达到13亿和11亿，巴西和俄罗斯的人口也都超过1亿，南非作为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其人口数量已接近5 000万；从生产力要素禀赋来看，巴西被称为“世界原料基地”，中国被称为“世界工厂”，印度被称为“世界办公室”，俄罗斯被称为“世界加油站”，南非被称为“钻石之国”。在金砖国家的反贫困行动中，中国和印度扮演着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巴西、俄罗斯、南非则扮演着原材料和资源提供者的角色，五国在供给和需求方面形成了明显的互补优势，也使其合作更具稳定性与潜力，这些都为扩大就业、增加收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以看到，金砖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物产丰富，拥有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消除贫困的物质基础和反贫困的动力来源。而且，在反贫困领域这种合作机制的形成与合作效果的取得，也为金砖国家进一步“扩容”打下了基础。


 早在20世纪末，金砖国家就已经积极参与到区域性合作组织的建设中，包括南方共同市场（1991）、上海合作组织（1996）、东盟10+ 1/10+ 3合作机制（1997）、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1995）、欧亚经济共同体（2000）、非洲联盟（2002）等。金砖国家一直秉承着“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针对贫困这一难题，金砖国家齐心合力、共同治理，在促进就业、增加生活补贴、缩小贫富差距、吸引和利用外资方面采取了积极措施。从国际视角来看，金砖各国在21世纪的国家发展规划中，都把减少贫困、强国富民作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将反贫困由国家的“内部事务”上升到“国际高度”。我们要明确各个国家的反贫困工作的胜利，不仅离不开本国政府的努力，而且离不开联合国的积极倡导和各国共同反贫困的良好氛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就国内现实而言，金砖国家长期受累于贫困的负外部性的影响，成为各国取得更大发展的主要障碍。正是基于对反贫困的共同诉求，金砖国家在反贫困领域较为顺利地达成了合作意向，使反贫困事业得以顺利推进。正是类似于金砖国家之间的这种国际合作，促进了反贫困工作的顺利推进，我们应看到世界各国在反贫困工作中的贡献与努力!

三、中国反贫困难点诸多

中国的反贫困事业受制于自身的国情和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反贫困方面遇到了诸多难题，主要表现为：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国土辽阔，地区发展不平衡；科学技术仍然比较落后，国民文化素质还有待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不尽完善，经济与社会发展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产业协同等因素制约，部分地区出现了区域性整体贫困。生病、伤残、就学、受灾、缺地、缺水、缺技术、缺劳动、缺资金、缺基础设施等多种原因导致部分人群长期处于贫困之中。
 由此可见，在中国，导致贫困的原因多样，且各种原因互相叠加。因此，中国不仅贫困人口数量多，而且贫困的成因复杂、程度较深，导致中国的反贫困事业难度大、障碍多、任务重。

中国人口众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如图1-3所示），中国人口众多，1978年为96 259万人，20年后（1998年）已攀升至124 761万人，涨幅近30%。而根据2015年年末人口统计数据，中国人口已突破14亿大关。1978—1985年贫困发生率从30. 7%下降到14. 8%；1986—1993年，贫困发生率进一步下降至8. 22%；1994—2000年，贫困发生率继续降至3. 4%。我们不仅要看到近几十年来中国贫困发生率不断下降（由30. 7%下降至3. 4%），而且要看到中国人口在这一时期大幅增加，二者综合说明了中国减贫数量之大、速度之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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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中国年末人口（1978—201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6）》。

中国疆域辽阔，仅次于俄罗斯、加拿大，位居世界第三。中国地形多样，山区面积较大，占总面积的2/3，一定程度上给交通运输、当地产业和经济发展造成了较大阻碍。从海拔角度而言，中国地势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征，大致可分为三级阶梯，一定程度上也
 成为经济发展水平的分水岭，即越靠近东部沿海的地区其经济发展越快。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重点扶持的592个贫困县，这些贫困县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可见，以地形为核心的自然要素是主要的致贫因子，如地形高程、地形破碎度、平均坡度与区域贫困化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李双成等，2005）。周亮等（2015）研究了秦巴连片特困地区80个县区地形起伏的空间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地形起伏与人口经济格局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以下结论：区域地形起伏与所在县区人口密度、三次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空间负相关关系，即地区地形起伏越大，人口密度越小，经济发展所受限制越大，相反，地形越平缓，经济活动则越频繁，人口的空间分布更为集中，由此可见，地形起伏度是决定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导因素。从中国2015年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收入消费统计数据（见表1-4）可知，平原、丘陵、山地贫困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降低，其中，平原和丘陵贫困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差无几，但考虑人均消费支出，则可明显得出平原地区居民人均收入消费更为宽裕。当然，我们也能从数据中得出，食品烟酒一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平原地区最小，丘陵地区次之，山地地区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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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中国2015年按照地势分组的贫困地区农村常住居民收入消费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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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中国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由于上文讨论的地形方面的原因，中国自西向东呈现三级阶梯，经济发展因此受限，呈现出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更快的特征（由表1-4、表1-5数据对比而得）。加之社会、政治、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原因，整体造成了中国区域间较为明显的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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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2005年农村贫困人口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2006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如表1-5所示，中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于西部地区，该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总人口的60. 1%；中部地区次之，其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总人口的28. 2%；东部及东北地区贫困人口共占
 全国贫困总人口的11. 6%，整体呈现出贫困程度自东向西递减的趋势。表1-6详细划分了中国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分布情况，西部地区有9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中部地区有7个，东部地区只有2个，基本上印证了中国贫困现象在地理环境上的特征。

[image: picture]


表1-6 18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在东、中、西部地区的分布

注：根据新的地区划分标准，把全国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东部地区包括京、津、冀、沪、苏、浙、闽、鲁、粤和琼共10个省（直辖市）。中部地区包括晋、皖、赣、豫、湘、鄂共6个省；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桂、川、渝、黔、滇、藏、陕、甘、青、宁和新共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东北地区包括黑、吉和辽3个省。对原来的地区划分所做的调整是：将东部地区的辽宁和中部地区的吉林和黑龙江划归东北地区；将东部地区的广西和中部地区的内蒙古划归西部地区。 资料来源：宋洪远.农村改革三十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366.

由上述分析可知，西部地区是贫困的集中区域。西部地区的贫
 困现象严重，致贫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学者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情况进行分析后认为，贫困导致环境恶化和多育，而环境恶化和多育又使贫困得以延续。因此，贫困地区人口增加、环境恶化与贫困加剧之间存在叠加性的因果关系（如图1-4所示）。这种“贫困—多育—环境恶化—贫困”的恶性循环成为西部地区贫困的特征之一（王必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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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贫困、人口和环境的关系图

资料来源：王必达.后发优势与区域发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11.

城乡差距明显。城乡二元结构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难点，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大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的突出矛盾，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
[1]

 根据国际标准，基尼系数为0. 3到0. 4表示收入差距较为合理，基尼系数为0. 4到0. 5表示收入差距较大，而基尼系数在0. 5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悬殊。纵观1997年到2015年的数据，2000年前我国基尼系数基本上在0. 3到0. 4之间，而21世纪以后我国贫富差距明显拉大，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 4到0. 5之间，2008年我国基尼系数值达到最高峰0. 491，险些突破0. 5的大关（见图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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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1997—2015年中国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收入方面，按照可比价计算，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高出210元，1990年这一数值增至824元，而到2004年这一数值达到1 600元左右，换言之，城乡间居民人均收入差距增至1990年的约8倍。在消费方面，如表1-7所示，农村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要大于城市居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说明在农村食物消费仍占总消费支出的绝大部分，而城市部分人口由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在教育、娱乐等非
 食物方面的支出明显增加。教育方面的城乡差距也较为显著，例如教育经费投入、就学机会（教育可及性）、教育质量以及人力资本存量等方面的差距较大。2002年，全国有431个县九年义务教育未达标，这些县全部位于贫困边远的农村地区，总人口为10 761万，占到当年全国人口总数的8. 8%。
[2]

 在医疗卫生方面，地区间卫生健康投入、卫生服务质量和卫生服务可及性方面的差距逐渐拉大，如2001年的数据显示，城市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5. 2人，而农村每千人只拥有卫生技术人员2. 4人；在社会保障方面，中国老龄研究中心2000年年底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城市老年人的养老保险覆盖率已达到70%以上，而在农村这一指标却不足4%。

[image: picture]


表1-7 2006—2012年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对照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整体而言，我国的地理环境、贫困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存在相关性，主要体现为：地势越高，自然环境越差，贫困发生的概率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低，贫困人口越集中；中、西部贫困现象严重；城乡贫富差距明显；等等。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类似西部地区贫困、人口和环境等多个因素共同制约个人和当地发展的“贫困陷阱”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我国的反贫困工作较其他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而言，有更多的疑难杂症和本身特有的矛盾亟待解决。面对这些难题，我国政府在党的领导下迎难而上，作为主力军在世界反贫困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四、中国与其他国家反贫困进展的比较

中国经济发展更快。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大国在发展与治理
 方面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既是本国提升自身在全球发展与治理中的地位的要求，也是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全球和谐稳定的贡献。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世界发展贡献了突出力量。例如，2014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达到25%左右。根据美国学者斯蒂芬·罗奇的测算，中国2016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 7%，意味着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了1. 2个百分点，贡献率达到39%（IMF测算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 1%），比美国的贡献率（0. 6个百分点）高一倍。中国和印度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整个欧盟。因而，世界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成功的中国（林跃勤、周文等，2014）。在当今世界，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以印度为例，其2016年经济增长率为6. 6%，落后于中国的6. 7%，IMF还降低了对印度2017财年经济增速的预期，下调幅度为1个百分点。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占到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总量的73%。其中，印度和南非的增长与俄罗斯和巴西的衰退大致能够相抵。如果抛开中国，那么其他金砖国家2016年GDP增长率平均仅为3. 2%。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GDP仅有3 678. 7亿元，正处于百废待兴的阶段。随着农村制度改革、经济逐渐开放，我国历经近40年的努力探索，终于在经济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由我国1978年至2016年GDP的折线图（图1-6）可知，近40年来我国经济体量逐年攀升，21世纪以来GDP增长迅速。而放眼国际（如图1-7所示），中国与同为金砖国家的印度、巴西、南非和俄罗斯在国情和国际地位上本较为相似，但后四者的经济并不景气，GDP增长较慢。我国近几十年来经济、军事、政治、文化等领域多方面、多层次的发展，取得的成果逐渐让诸多发展中国家望尘莫及。在等级关系中，我们发现弱国服从于强国，小国服从于大国，小国和弱国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其他选择，这也提高了强国进行军事侵略和经济制裁的可能性。中国在国际环境中，一直维护自身的独立自主权并谋求更多的国际话语权，这主要是由于中国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
 实力得到了世界公认，中国作为大国在享有国际权利的同时也肩负起了大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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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中国GDP（1978—2016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9—2016）、《中国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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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1989—2015年巴西、南非、印度、俄罗斯、中国GDP趋势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GDP现价数据。


 中国减贫力度更大。201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研究了世界银行关于1980—2008年全球贫困情况的数据，发现全世界每日生活标准低于1美元的人口，已从1981年的15亿下降到2008年的8. 05亿。由于同一时期，据数据统计全球人口数量增加了近20亿，因此，世界贫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的下降速度（不到30年，就从原先的42%下降到14%）要比贫困人口绝对数的下降速度快许多。安格斯·迪顿指出，这一成就，可以说完完全全归功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如果将中国的贡献排除在外，那么在1981年时，全球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人口是7. 85亿，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是7. 08亿。同样，如果不包括中国的人口，那么这一时期的世界贫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由1981年的29%下降到2008年的16%，相比包括中国的人口后世界贫困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的下降速度，这一数据变化实在没什么惊人之处（安格斯·迪顿，2014）。从绝对贫困人口数量和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两个指标来看，中国减贫数量和减贫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见图1-8和表1-8）。

[image: picture]


图1-8 按1美元标准中国和世界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对照图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其中世界平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以该年所有可得的该数据指标（即其他国家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平均值作为粗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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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1981—2008世界与中国减贫速度对比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文献资料整理而得。

由表1-9可知，2009年印度在所有金砖国家中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最高，达到了19. 7%，其后依次为巴西、俄罗斯和中国，三者占比分别为16. 2%、12. 7%和1. 8%。南非当前数据缺失，但从历史数据来看，其贫困指数估计也不低。当然，我们要考虑到数据统计口径不一，即各个国家所制定的贫困线存在差异，但是贫困指数即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贫困程度。从表1-9中的数据对比可知，我国在反贫困工作中取得了傲人的成就。其他四国的反贫困之路仍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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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金砖国家的贫困指数（%）

资料来源：林跃勤，周文.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66；世界银行数据库。

我国在减贫绝对量上，远超其他四国，但从基尼系数和贫困差距指数来看，我国离胜利仍有一段路要走。从表1-10、表1-11的数据可知，印度的基尼系数和贫困差距指数都大于其他国家。南非国内的贫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数高达0. 6以上。一方面，我们要
 看到，除巴西外，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基尼系数逐年上升，说明贫富差距状况在持续恶化；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金砖国家”在反贫困、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做出了应有的努力，贫困人口的收入在逐年增加，贫困程度日益减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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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0 金砖国家的基尼系数

资料来源：林跃勤，周文.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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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1 部分金砖国家贫困差距指数表

资料来源：林跃勤、周文.金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367；白维军.“金砖国家”反贫困政策比较研究[J].现代经济探讨，2012（12）：86-90.

从基尼系数和贫困差距指数来看，俄罗斯国内贫富差距较小，
 而我国虽然整体上更加远离绝对贫困的困扰，但由于贫富差距较大，相对贫困成为亟待解决的难题。一方面，必须肯定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和国家整体的富足程度远超世界同类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也必须认清我国现在仍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并进一步调整收入再分配，实现社会公平。

除此之外，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在健康福利保障方面的成就也十分显著。例如从儿童BCG疫苗接种比例这一指标来看，如图1-9所示，自2008年起我国适龄儿童接种疫苗的比例已接近100%。国家对于儿童健康和传染病防治的重视，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健康问题带来的贫困，由此也可看出中国在反贫困工作中的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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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儿童BCG疫苗接种比例

五、全球贫困治理的中国方案

2017年6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全球140多个国家，就共同努力消除贫困发表了联合声明。这无疑是中国在世界反贫困斗争史上树立的重要里程碑。四十年来，我国在世界反贫困过程中充当主力军，取得了举世
 瞩目的成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海伦·克拉克说：“中国最贫困人口的脱贫规模举世瞩目，速度之快绝无仅有。”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提出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参与或主导建立若干全球性的机制，提出了“一带一路”构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等，显示了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寻求变革的同时并不颠覆或抛开全球治理机制的担当。在经济方面，根据IMF的预测，2020年，中国和印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40%以上，成为最主要的增长动力。巴西作为全球主要的原料产地，未来将一定程度上依赖中国经济的发展（林跃勤、周文等，2014）。正是因为长期坚持多维扶贫，我国的扶贫开发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从我国自身来看，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亿多，占全球减贫人口的70%以上；2013年至2016年，我国连续4年年度脱贫人数超过1 200万人，累计脱贫5 564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年底的10. 2%下降到2016年年底的4. 5%。这充分表明，在国际社会还在对多维贫困进行理论探索之时，我们党已经在实践中开创了多维扶贫的崭新事业（陈宗胜，2017）。

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区则是非洲。长期以来，中国将“加强同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自己的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五十多年来，中国对非洲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高度关注，竭尽全力帮助非洲国家减贫。要解决非洲国家的贫困问题，只能靠发展。发展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集中多方力量，全力以赴，多管齐下，标本兼治。例如，减免非洲国家的外债，增加公共援助，促进贸易的公平公正；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振兴农业，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提高教育水平；积极培养人才，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保护生态环境，预防和治疗艾滋病等常见疾病；等等。

在促进区域发展和减贫等议题上，中非双方具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可以在很多领域展开合作。通过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来推动脱
 贫，是中国在反贫困过程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的非洲与中国面临的情况类似，人口中农民占比较高，消除贫困的关键是让农民脱贫。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调整土地经营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和农村产业结构，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收入显著提升，生活水平大幅改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进一步加大了消除贫困的力度。1978年，全国还有2. 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到了1999年，这一数字急剧下降至3 400万（夏吉生，2006）。中国在上述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引起了非洲国家的浓厚兴趣。2000年10月12日，一场名为“消除贫困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专题研讨会在中非合作论坛期间召开，就中国的减贫经验进行研讨。非洲国家代表认为，中国在激发农民的积极性和提高农业效率方面的经验，对于非洲反贫困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借鉴意义。

农业合作在中非合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帮助非洲国家发展农业生产，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开始在马里、坦桑尼亚等国建立农技指导站和试验站，开展水稻新品种、蔬菜和甘蔗等农作物的引种和试种，推广新技术，并兴建农产品加工厂等配套设施。到20世纪末期，由中国援建的大型农场数量已达90个，面积达4万多公顷；糖厂11座，甘蔗日处理能力达到5 400吨；承接灌溉项目近30个，建成水井600多眼（夏吉生，2006）。中非农业合作成效显著，当地农业生产力得到显著提升，农民掌握了一些适宜的农业技术和田间管理技能，收入增加，生活进一步改善。中国的脱贫经验发挥了积极作用。



注释


[1]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


[2]
 2002年的数据来自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第三节 中国反贫困四十年: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

中国反贫困无疑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毛泽东把建立“人人平等、大家富裕”的社会主义社会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调整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体现了新时期实现全面小康的决心。四十年来，中国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特殊群体贫困程度降低，福利保障水平提升，农业现代化进入重点突破、梯次实现的新阶段，人均收入大幅提高，中国落后地区迅速发展。可以说，中国反贫困四十年，无疑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的四十年。

一、中国贫困状况的转变

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期间的反贫困斗争也取得了巨大胜利。以绝对贫困线度量，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为2. 5亿，2010年下降至2 688万，仅仅32年，全国就有超过2亿人摆脱了食不果腹的绝对贫困状态。这既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也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陈宗胜等，2013）。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筚路蓝缕、迎难而上，解决了温饱问题，人民生活达到了小康水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国内扶贫开发过程中，中国在强调扶贫扶志、带动贫困人口脱贫的同时，也带动了经济社会的新一轮发展：在生产方面，21世纪以来粮食生产实现“十二连增”；在民生方面，大力推进教育、卫生等民生工程建设，小学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4. 67亿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得到保障，充分说明我国的扶贫工作具有持续造血功能。放眼国际，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对世界反贫困作出了突出贡献：1981—2016年，中国贫困人口由8. 8亿减少至0. 4亿，占同期世界减贫人口数量的78%；中国减贫速度远超印度及非洲同类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
 积极开展南南合作，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1978—1985年，中国贫困发生率从33%降至11. 9%。贫困人口从2. 6亿人减少到0. 96亿人，减少幅度为63%；2001—2003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下降速度减缓，2001年为2 970万人，2003年为2 900万人，基本在3 000万人左右徘徊，贫困发生率也在3%上下浮动。

特殊群体贫困程度降低。在我国反贫困的过程中，我们一直重视少数民族、妇女和残疾人等特殊贫困群体的扶贫开发工作，并取得了诸多成就。1986年，扶贫领导小组制定贫困县的基本标准为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而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自治县的这一标准放宽到人均纯收入低于200元，一定程度上将更多的扶贫资源向贫困地区倾斜；对内蒙古、新疆和青海部分有特殊困难的少数民族自治县，这一标准进一步放宽到人均纯收入低于300元。1994—2000年，国家累计向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贵州、云南、青海3个少数民族人口较多的省份投入资金432. 53亿元，占全国总投资的38. 4%，其中，财政资金194. 15亿元（含以工代赈资金127. 22亿元）。在妇女扶贫方面，妇女联合会通过建立扶贫联系点、联系户，开展各类技术培训、小额信贷等项目和活动，帮助贫困地区的妇女就业，关注其身心健康发展。在残疾人扶贫方面，1992年全国有贫困残疾人口约2 000万人，其中农村贫困残疾人口有30%集中于592个贫困县内，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如1998年制定的《残疾人扶贫攻坚计划（1998—2000年）》等，取得了显著成就，2001年我国贫困残疾人口降至979万人（张磊，2007）。

福利保障水平提升。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共扶持贫困残疾人226. 8万人次、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手术29. 9万例、农村贫困残疾人危房改造6. 9万户（惠及9. 1万人）。为提高国民尤其是贫困人口的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我国除对贫困残病人群进行帮扶外，还扩大了失业保险、城镇养老保险、城乡居民社会
 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让更多贫困人口享受国家福利和保险保障（见表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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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2 2011—2015年各类保险覆盖情况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农业现代化进入重点突破、梯次实现的新阶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粮食产量实现“十二连增”，一些地方农民收入实现“十二连快”。如图1-10所示，1978年农村制度改革以后，农业生产积极性得到了显著提高，很多贫困人口通过农业的生产经营摆脱了贫困陷阱。粮食产量在21世纪初期有小幅度下降，此后2004—2016年实现“十二连增”，由此可见，农业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从第一产业增加值来看，这一数值长期呈现增长趋势，21世纪前后增幅较小，自2004年起，伴随粮食的增产，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也快速增加。我国农业发展呈现出可喜局面，极大地调动了贫困农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有钱可赚，自己主动扩大农业生产，实现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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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0 1978—2014年粮食产量和第一产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本章剩下的图如不做特殊注明，资料来源均与此相同。

人均收入大幅提高。如图1-11所示，从1981年到2015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不断上升。从图1-12可知，农民工月收入也在不断提高，极大地缓解了这一群体的生活压力。从图1-11、图1-12可知，我国农村人口的收入在不断上升，这一数据很好地说明了中国的减贫成就。未来中国将进一步朝着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保障其生存权利，进而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消除绝对贫困，缓解相对贫困的目标进发。

中国落后地区迅速发展。自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在实现空前的经济发展和大幅减少社会贫困的同时，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也越来越明显。地区间持续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成本已经越来越成为政府考虑的重点问题之一（世界银行，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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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1981—2015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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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2008—2016年中国农民工月收入变化趋势图

1999年，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促进落后的西部地区发展为目的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在过去的5年中，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财政补贴，中央政府已经投入了1万亿元人民币（1 200亿美元）。这些投资主要用于西部地区教育、卫生、环境等方面的建设。同时，中央政府还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投资优惠政策和低息贷款政策来吸引国内
 外的企业到西部地区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如能源和农业）发展。

同时，历史上曾经领先的东北地区近年来的衰退也是政府关注的主要问题。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处于衰退状态的行业和城镇现在正面临着低增长率和高失业率的双重难题。因此，中国政府在2003年提出了振兴东北的战略。这一战略包括一些新的措施，如完善投资环境、发展更加灵活的市场、用公共基金推动而不是推迟产业的调整，以及通过改善后的便利的社会保障网络减少社会成本等。

二、反贫困成果的外部效应

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步伐加快，社会文明建设再上新台阶。兜底保障机制能否建立事关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因病致贫人口脱贫的成败。在我国扶贫过程中，医疗保障制度作为兜底保障的一大防线，切实保障了贫困人口的个人健康。2017年8 月1日，国家卫计委召开了第三次扶贫开发与对口支援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提出：“要将农村贫困人口住院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控制在10%以内，门诊费用个人自付比例控制在20%以内，个人支付医疗费用年度限额不超过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出限额部分由各项保障措施予以兜底；要针对多人患病家庭提高医疗救助水平，协调中央财政在安排时序上优先、在安排力度上倾斜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建立兜底保障机制；要提高贫困地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协调中央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加快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标准化建设，推进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工作，加快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全面建立远程医疗网络，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共享和下沉基层。”解决贫困人口“就医难”的关键是，让贫困人口更便捷地获得优质资源。这样既可减少贫困人口的疾病问题，防止因病返贫、贫困加深，同时又可降低非贫困人口因病致贫的可能性。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的建设有利于社会全体成员，对于个人身心的健康发展会起到积极作用，进而有助于社会文明的建设。


 农业现代化推动了农业生产的进步，促进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农业现代化，没有农村繁荣富强，没有农民安居乐业，国家现代化是不完整、不全面、不牢固的。”
[1]

 我国贫困人口绝大多数在农村，因此，消除农村贫困也是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基础。消除贫困，摈弃资源掠夺式的生产模式，让人民群众通过高科技手段，更高效、更绿色地进行生产，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提高我国整体的生态文明水平。2016 年4月在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增加农民收入，要构建长效政策机制，通过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多种途径，不断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让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在政策上，要考虑如何提高粮食生产效益、增加农民种粮收入，实现农民生产粮食和增加收入齐头并进，不让种粮农民在经济上吃亏，不让种粮大县在财政上吃亏。”这就说明，消除贫困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增加农民收入、农村扶贫和农业现代化的双向关系，也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经典论述的要义。

贫困地区教育机会均等化程度得以提高，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达到新高度。“家贫子读书”，“治贫先治愚”，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主要途径。在当下，缺教育、缺技术导致的个人发展受限，严重影响了国家整体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我国政府明确要求：“加快实施教育扶贫工程，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此，国家采取了诸多积极举措：在资金方面，加大教育投资金额，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教育资金的使用数量和质量两个维度为抓手，将更多福利向农村等贫困地区倾斜；在制度方面，逐渐健全和完善教育帮扶制度，免除家庭困难学生的学杂费，保障贫困地区适龄儿童能公平地拥有就学机会和良好的就学环境，并对品学兼优且家境困难的学生发放助学金和奖学
 金，缓解家庭困难学生家庭的经济压力；在设施方面，积极发动社会力量共同建设农村中小学，改善基本办学条件，完善教育设施（如桌椅、黑板、运动器材、图书、电脑、电子教学系统等）；除此之外，在师资方面，提高对乡村教师的合理补贴，加大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支持力度，特岗计划、国培计划向贫困地区基层倾斜，为贫困地区乡村学校定向培养留得下、稳得住的一专多能教师，以此来解决贫困地区的教学问题（国家行政学院编写组，2016）。优质的教育让学生知礼节、晓道理，也能理解更多的个人权利与义务，更好地承担起公民的职责，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如基层民主选举等，充分带动贫困乡村的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妥善解决贫困中的教育问题有利于切实促进全国尤其是贫困地区的精神文明建设。

农村各项基础设施日趋完备，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基础更加坚实。我国政府要求：“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对无法依靠产业扶持和就业帮助脱贫的家庭实行政策性保障。”如在贫困地区修公路、通水电气、建设太阳能发电站等措施，完善了贫困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让人流、物流、信息流在农村与城市间更好地传递，逐渐消除城乡差异；要立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配置的理念，增强农村社会保障的供给力度，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消除两极分化，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要基于广泛覆盖、逐步提高的原则推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式的变革，结合全国和地方财政能力的提升态势，提高大部分农村贫困人口和小部分城市贫困人口的福利保障待遇；加快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适度提高养老金额，防止无钱养老、致病致贫的情况发生。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和政府从衣、食、住、行方方面面对贫困人口的体恤，极大地提高了贫困人口的物质福利水平，进而减少了诸多社会不安定因素，在反贫困的过程中，显著提高了物质文明水平。

贫困地区基层党组织和政权建设得到强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取得了新的、更大的成果。“善政之要，惟在养民。”解决群众贫困问题是党和国家解决民生问题的头等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部22个省份的党委和政府主要领导向中央立下军令状，主动约谈相关党政负责同志，采取了稳定贫困县党政正职、向贫困村派驻“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等一系列措施，体现了中央对反贫困工作的支持力度和坚定决心。为进一步加强基层领导建设，解决一些地区的贫困问题或组织涣散问题，国家鼓励并动员一批优秀青年干部、后备干部，以及国有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优秀人才深入农村、服务农村，做好驻村“第一书记”。“第一书记”的设立加强了基层党组织建设，和村两委形成合力共同致力于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主抓思想建设，促进了当地农业与农村的发展。在反贫困过程中，贫困地区村两委和“第一书记”集思广益、相互砥砺，共同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贫困户的政治觉悟和思想高度，真正落实“扶贫先扶智”。“第一书记”的下派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基层建设的重视程度，而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实施更是真正实现了农民当家做主。村领导班子成员来源于群众，又走进群众中开展相关扶贫工作；驻村“第一书记”协同村两委一起带动村民消除贫困，例如通过积极推广当地的农产品、开发生态旅游项目、引进农产品加工企业、实施“三权分置”、促进土地流转、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并开展股份合作等来促进农业与农村的发展。“第一书记”和村两委在不断学习中央政府文件的过程中，提高了思想觉悟，为农村提供了更好的服务，并带领村集体走向富足、安定；减少并消除了村集体组织涣散的情况，并将村干部、村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消除贫困；提高了农民的思想素质，降低了违法犯罪的概率，提高了社会整体文明程度。

三、扶贫政策的不断完善

当前，中国的多维扶贫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扶贫的目标，并不仅仅限于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还包括提高生活质量，保障就学、
 就医，促进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推动我国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

由表1-13可见，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我国的扶贫目标从来没有局限于提高贫困群众的收入，而是涉及收入、教育、卫生、文化等多个维度，并不断丰富其内容。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之初，就规定其成员包括农业、教育、卫生、财政等领域的多个政府部门。我国的扶贫主体包括财政、民政、卫生等领域的诸多部门和机构。只有各相关部门加强协调、共同参与，才能有效开展多维扶贫。教育部门解决教育资源不足问题，卫生部门应对因病致贫问题，金融部门处理生产生活融资困难问题，电力、水务、工商、文化及能源部门解决涉及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其他问题。此外，我国还确定了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以及东西部协作和党政机关、部队、社会团体、国有企业定点扶贫机制，力求做到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考核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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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3 扶贫政策演变情况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而得。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中发〔2015〕34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和《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的通知》（国发〔2016〕64号）等文件的要求，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困难帮扶、资金链接、生计发展、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不断吸收金融机构、社会组织等加入，到2015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已经增加到40多个。2017年印发的《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民发〔2017〕119号）提出，要以助力脱贫攻坚为目标，以促进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发挥作用为核心，按照“党政引导、协同推进，以人为本、精准服务，东西协作、广泛参与，群众主体、助人自助”的总体原则，制定一系列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政策措施，为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提供制度指引。这正是多维度扶贫的生动体现，也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从1978年至今的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党和国家领导人与时俱进，赋予扶贫政策和方向时代内涵和中国特色，推动了我国扶贫事业的发展。在我国反贫困事业的不断探索中，扶贫的政策和方向主要发生了以下三大转变。

从项目导向到系统推进转变。在我国反贫困过程中，存在资金跟着项目走，跑项目、拉资源的现象，因而有可能造成“有项目就有扶贫，没有项目就没有扶贫”的局面。虽然中央政府一直将扶持贫困人口作为首要目标，但是很多情况到地方就会“变味”，变成了大力修建基础设施改善居民生产生活环境。我们既要客观看待在农村大范围贫困和落后的局面下，首先明确改善贫困地区的面貌这一决策的明智性，也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一政策的时代局限性。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我们必须将一部分扶贫人力、物力投放到贫困户甚至贫困个人上。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各地区应因地制宜，按照自身发展情况和反贫困进程，系统确定资源的投放对象，
 将有限的资源在基础设施等大型项目和贫困个体之间合理分配。

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在国家反贫困过程中，曾存在某地因反贫困资源一时间过度集中，短时间内实现脱贫，但很快再次“返贫”的现象，这说明这样的扶贫模式不可持续，难以调动贫困人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积极性和内生动力。因此，党和国家根据实际情况对扶贫的方向和方式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我们看到，国家和政府提供了充足的扶贫资金，而关键在于资金的用途和使用效率。产业扶贫成为从输血式向造血式转变的一大途径。将产业链条与扶贫攻坚相结合，是以市场效益为主，由市场主导、政府辅助完成的扶贫模式，旨在增加贫困地区的就业岗位、培养贫困人群的专业技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产业为使自身不断盈利、扩大规模，必然会采取诸多举措使得产业可持续发展。政府必须做好积极引导，通过更多的优惠政策吸引更多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入驻贫困地区，并制定有效的帮扶制度，让企业在帮助贫困人群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形成“政府省力、企业盈利、百姓受益”的多赢局面。同时，政府还应对当地企业，尤其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加强宣传，促进地方品牌的建立，使特色产业得到认可，以实现更好的“造血式”循环。

从粗放“漫灌”向精确“瞄准”转变。经历多年扶贫，剩余贫困人口大多分布在“老、少、边、山、库”地区，是贫困程度深、发展能力弱的“贫中之贫、困中之困”。大山挡住了出路，消磨了意志，贫困人群穷惯了、苦惯了、熬惯了，容易脱贫的地区和人口的贫困问题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越往后脱贫攻坚成本越高、难度越大、见效越慢。有些地区贫苦人口反贫困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必须有外力（政府、社会、市场）介入，打破贫困落后的僵局。我们要以发展和扬弃的眼光看到传统粗放式扶贫在减贫方面的伟大功绩，也要认清其存在方向不明确、内容不清晰、针对性不强的缺陷。由于当时我国扶贫资金有限，加之贫困人口多、分布广、程度深，不能将扶贫工作精确瞄准贫困个体，因
 户施策。我国的国情和反贫困进程的差异性造就了阶段性反贫困的特征。近年来，我国脱贫攻坚已经到了攻城拔寨的冲刺阶段，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明确的思路、更精准的举措、超常规的力度，实现脱贫攻坚目标。以精准为要义，就是由过去主要依靠政策带动、“大水漫灌”式扶贫，向因村因户因人施策、“精准滴灌”式扶贫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脱贫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现阶段的扶贫工作，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因户施策，更好地解决当下贫困人口的各类“疑难杂症”。

总的来说，近五年来，全国农村累计脱贫5 564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与前几轮扶贫相比，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不仅减贫规模扩大，而且改变了以往新标准实施后减贫规模逐年大幅缩小的趋势，年均减贫1 391万人，这是从未有过的。我国脱贫攻坚的目标，是到2020年按照现行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这一目标与前几轮扶贫相比有一个明显不同，就是不留锅底。从历史角度看，贫困问题仍会长期存在，贫困人口也仍存在，但是到2020年要消除国内的绝对贫困人口，而接下来我国扶贫的重点也将从消除绝对贫困向减缓相对贫困转变。这意味着届时我国绝对贫困问题将得到历史性解决，同时也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继续走在全球减贫事业的前列，具有里程碑意义”（侯雪静，2017）。

四、将中国的反贫困事业进行到底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全世界人民期盼的美好未来，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更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之一。必须要看到中国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如中国人口众多、国土辽阔、地形复杂、区域贫富差距大、城乡二元结构明显。这些差异的存在意味着我国在反贫困过程中，面临着迥异于其他国家的特殊难题。然而，我国在反贫困过程中取得的成就世界有
 目共睹，减贫速度之快绝无仅有。在反贫困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之快远超其他同类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带动了一大批贫困人口走向富裕；我们看到了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人口自力更生，充分激发了内在动力实现脱贫；我们看到了农业的现代化发展，以及粮食产量的“十二连增”，让很多种粮务农的贫困户得到了满意的收入，调动了其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我们看到了在扶贫过程中，就医、就学、养老、住房等方面的福利保障让贫困户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防止了“返贫”或继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

我们还要看到反贫困的外部效益。在反贫困过程中，医药卫生领域的建设切实解决了贫困人口无钱就医、就医质量不佳等就医难题，有助于贫困人口个人身心健康发展，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反贫困过程中，对农业的政策支持、对农村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改善了贫困乡村的村容村貌，抵制了破坏生态环境的扶贫开发手段，提高了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水平；在反贫困过程中，“治贫先治愚”，义务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了贫困人口的个人素质，增加了其谋求生存的基本技能，拓宽了其就业选择空间，通过教育提高了其知识水平和政治参与意识，从整体上提高了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水平；在反贫困过程中，基础设施和福利保障的进一步完善，让贫困人口享有更好的物质生活，缩小了地区间、城乡间的福利差异，逐渐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助于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促进了物质文明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在反贫困过程中，为防止当地一盘散沙，促进扶贫资金高效利用，国家积极鼓励优秀人才驻村当“第一书记”，强化了基层党组织班子的建设，促进了贫困地区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

综上所述，我国的反贫困工作不论较其他国家而言，还是针对我国内部的其他方面而言，都有突出贡献。所以，反贫困不仅仅是对贫困个体或贫困地区的帮扶，还涉及其他人群、其他地区、其他产业。因此，反贫困是各国乃至全世界共同奋斗的目标。我国在反
 贫困过程中遵循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其基本思想是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高度凝练。抓好扶贫工作，打赢脱贫攻坚战，解决好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问题，满足贫困人口追求幸福的基本要求，是党和国家不懈追求的目标，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努力的目标。



注释


[1]
 2014年12月13日至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的讲话。





第二章 中国反贫困的阶段演进与历史使命

“弱鸟可望先飞，至贫可能先富。”
[1]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多，资源少，发展不平衡现象突出，部分地区长期处于贫困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提高国民收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措施。1978年改革开放前夕，中国有近2. 5亿贫困人口，分布在全国各地。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制度和就业制度的一系列改革，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和发展，农民收入迅速增长，农村贫困人口数量大幅下降。

1986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系列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农村扶贫开发，成立了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1993年改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门协调中国的扶贫工作，确定中国贫困瞄准机制为县级瞄准，并且在政府层面形
 成了中国特色的开发式扶贫战略。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讲话后，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大势已定，经济进入高速增长阶段。当时，一部分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一部分地区经济增长较为缓慢，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愈加凸显。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缓慢，农村经济增速回调。贫困进一步向西部和农村人口集中。1994年4月，《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实施，提出了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优先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发展战略
[2]

 ，计划用7年时间基本解决农村8 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重新调整了贫困县的标准，贫困县个数增加到592个。到2000年年底，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已经降低到了3 200万人，但是由于贫困县并没有覆盖中国所有的贫困人口，因此还有相当数量的非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贫困人口得不到国家扶贫资源的倾斜。

21世纪伊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
[3]

 出台，放宽了扶贫资金的使用限制，允许资金投向非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贫困人口，扶贫瞄准方法从县级向村级调整。贫困问题得到了较大程度的缓解，与此同时，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逐步显现，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西部地区的贫困人口占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从2000年的60. 8%上升到了2010年的65. 1%。2011年，国家出台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全国确定了11个连片特困地区以及西藏、四省（四川、云南、甘肃、青海）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作为扶贫攻坚主战场，以解决存在已久的区域发展差异问题，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调研时首提“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到201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了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的目标任务，决定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
 国家明确指出：“到2020年，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4]

 这“两个不愁，三个保障”也被写入了《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示：“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
[5]



本章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反贫困政策演进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5年，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1986—2000年，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2001—2012年，村级扶贫推进阶段；2013年至今，精准扶贫阶段。本章将分阶段对中国反贫困的阶段演进和历史使命进行梳理。



注释


[1]
 习近平.摆脱贫困[M]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2-3.


[2]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通知[Z]. 1994-04-15.


[3]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通知[Z].2001-06-13.


[4]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Z].2016-03-16.


[5]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的讲话。





第一节 1978年至1985年: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经济发展落后，贫困问题突出。为了扭转落后局面，中国确立了以计划经济体制为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当时，农村剩余大量流向工业，虽然农户的基本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但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对城市的倾斜、对农村的汲取，“赶超战略”对工业的优先支持、对农业生产剩余的攫取，数亿农民温饱问题无法解决。到改革开放前夕，按照国家统计局的贫困标准计算，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超过67%，有2. 5亿农民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占农村总人口的三成以上。
[1]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了以家庭承包经营制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创新。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得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农民收入快速增长。1978—1985年期间，中国农村居
 民人均收入从133. 6元增加到397. 6元，农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带来了贫困人口的迅速下降，按照每人每天2 100大卡计算的绝对贫困线测算，贫困人口由2. 5亿人降低到1. 25亿人，平均每年减少1 786万人（张磊，2007）。

一、1978—1985年中国在摆脱贫困进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改革开放前，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以及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大量农业剩余用来支持城市和工业发展，农民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生活普遍贫困。1978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前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和反思，随后，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涓滴机制”带来了贫困人口的明显减少。此阶段的扶贫表现出明显的体制改革推动减贫的特点。

据阿玛蒂亚·森分析饥饿和饥荒时使用的“权利方法”，农户之所以贫困是因为其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可以看做通过自己的资源禀赋交换所需商品组合的权利。根据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农户交换权利的恶化可能是由一般食物供给减少之外的原因造成的。他将交换权利的恶化分为两个维度：一是通过自己的资源禀赋获得的可供自己消费的粮食减少，即直接权利恶化；二是可以通过贸易获得的粮食减少了，即贸易权利恶化（阿玛蒂亚·森，2001）。根据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实际情况，在保障和增强中国农户的交换权利的方面，中国政府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通过确立家庭承包经营制提高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并出台专项扶贫政策直接提高农户收入，保障农户获取食物的直接权利；二是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取消统派购和鼓励农业劳动力流动等措施，在农业的生产要素方面，保障农户通过交换获取食物的贸易权利。

阿玛蒂亚·森在研究贫困和饥荒时，强调饥饿一定意味着贫困，而且无论贫困的概念如何改变，“饥饿都表现出一无所有的特征，完全可以定义为贫困”，并且他按照广义的看法将饥饿理解为
 人们没有充足的食物，所以在利用权利方法分析饥饿和饥荒的过程中，重视的是“每个人控制包括食物在内的商品组合的权利”。但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当中，食物这一概念无法代表贫困人口所需要的所有资源，为了将该理论更好地用于描述中国反贫困的历史演进，笔者用“摆脱贫困的资源”替代“食物”这一概念。因此，笔者将上文中的保障农户获取食物的直接权利和通过交换获取食物的贸易权利，修改为保障贫困人口获取摆脱贫困的资源的直接权利和通过交换获取摆脱贫困的资源的贸易权利。

（一）保障贫困人口获取摆脱贫困的资源的直接权利

家庭承包经营制的确立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以人民公社为主的集体化生产制度，农户无法完全占有农业生产的剩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决定》），明确了“社员的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当补充，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但是《决定》同样规定了“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肯定了“在集体经济内部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虽然没有确定包产到户本身的性质，但是打破了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观点。之后的一段时间，包产到户开始大面积推广。中共中央在1982年1月1日发布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新中国第一个针对农业和农村的一号文件，特别强调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这使得1956年就已经出现的包产到户取得了合法地位。1984年，“大包干”正式命名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普及推行，赋予了农户获得农业生产剩余的权利，从而增强了农户获得食物的直接权利。

通过专项扶贫政策，直接针对贫困地区的农户，同样保障了农户获得食物的直接权利。扶贫政策以救济式扶贫为主，大致可分为
 如下几种：以工代赈计划、“三西”农业建设以及确定18个连片贫困地区。

利用以工代赈计划进行扶贫的主要方式是利用贫困地区的剩余劳动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一是可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从而创造一种有利于脱贫的硬件支撑；二是救济对象可以通过劳动获酬，提高非农就业收入；三是激发救济对象通过劳动换取报酬的意识，体现贫困人口的劳动价值，增强贫困地区劳动力通过自身努力摆脱贫困的信心。以工代赈计划始于20世纪80年代，以修建道路、水利工程、农田基本设施等为主。扶贫物资的来源，一是国家无偿调拨的实物和资金；二是地方上以一定比例提供的配套资金，用于支付工程材料和其他开支；三是农户提供的一部分无酬劳动。第一批以工代赈计划开始于1984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连续几年农业获得丰收，粮食储备较为充足，国务院决定从1984年至1987年，利用库存粮食50亿公斤、棉花1亿公斤和棉布5亿米（粮棉布折价27亿元），对全国18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实施以工代赈计划。第二批中低档工业品以工代赈计划和第三批工业品以工代赈计划分别于1989年和1990年开始。到了“八五”计划期间，国家又分别开展了粮食、江河治理和国营贫困农牧场的以工代赈计划。

“三西”农业建设是指国务院针对甘肃中部以定西为代表的干旱地区、甘肃河西地区和宁夏西海固地区实施的农业建设计划。由于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限制，上述地区长期处于干旱、缺水状态，是历史上著名的“苦瘠甲天下”的地区。1982年12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会议专题研究“三西”地区农业建设发展问题，12月10日，国务院决定实施“三西”农业建设计划：在10年时间里，每年划拨专项资金2亿元，对“三西”地区进行扶贫攻坚。通过兴修水利工程、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开展科技服务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对于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特殊干旱地区，实施大规模的自愿移民搬迁，“三西”农业建设开启了中国区域性扶贫的先河。这一建
 设计划在第一个10年结束后得到延长。1993年，国务院确定“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资金不变，继续维持每年两个亿的专项建设资金投入。2009年，国务院再次延长“三西”农业专项建设补助资金使用期限，并将资金数量增加到每年3亿元。

18个连片贫困地区的确定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分别是东部的沂蒙山区和闽西南、闽东北地区，中部的努鲁儿虎山区、太行山区、吕梁山区、秦岭大巴山区、武陵山区、大别山区、井冈山和赣南地区，西部的定西干旱区、西海固地区、陕北地区、西藏地区、滇东南地区、横断山区、九万大山地区、乌蒙山区以及桂西北地区。这些地区有相当一部分是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因此也被称为“老、少、边、穷”地区。这些连片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恶劣，地理位置偏远，基础设施落后，缺乏基本的教育和医疗等社会服务。1984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制定了对贫困地区在税收、统购统派、商品流通等方面的优惠措施。1986年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将“老、少、边、穷”地区的经济发展作为重要的一部分，明确提出了对于贫困地区的发展目标和政策支持方式。上述两份文件也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中国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指导文件。

（二）保障农户通过交换获取摆脱贫困的资源的贸易权利

1978年之前，中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使农业剩余向工业流动，农产品统派购制度下农产品收购价格被人为压低，农户无法通过市场交易获得足够的收入，农户交换权利恶化。1979—1985年期间，政府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允许农村劳动力流动，最终取消了农产品统派购任务，农户通过交换获取摆脱贫困的资源的贸易权利得到了明显改善。

农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始于197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粮食统购价格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提高50%，并且要求控制农产
 品的销售价格，将收购价格提高的好处转移给农户。同年3月，国家开始陆续提高统购计划内粮食、棉花、油料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并且恢复了粮食、油料等产品国营商业公司的议价收购，对超购的粮食、油料加价50%收购，对棉花加价30%收购。1979年，全国6种主要粮食的统购价格由每吨212. 8元上调到每吨253. 6元，超购加价幅度按照新统购价格上调了50%。这次粮食提价是12年来国家粮食收购价格的首次上涨。到1984年，中国粮食价格较1978年总体上涨了98. 1%（宋洪远，2008）。1985年1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规定，粮棉等少数重要产品采取国家计划合同定购的政策，合同定购价按照“倒三七的比例”确定，即70%按照原超购价，30%按照原统购价进行收购，定购以外的粮食可以自由上市。上述合同订购价格实际上相当于国家下调了粮食的收购价格，对于农民来说，新增产的粮食卖给国家的价格不仅低于原来的超购价，而且低于新出台的合同定购价。1985年，由于中国粮食产量减少，市场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0%，市场价格与国家收购价格拉开差距，出现了农民不愿意将粮食卖给国家的情况。1986年，国家陆续上调了粮食合同订购价。1989年，国家将粮食合同订购价格平均提高了18%，以期缩小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

在调整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农产品统派购政策也有所调整。水产品是农副产品中最早减少统派购任务的品种，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之前，就已经将派购任务从全部派购减少到派购60%。1979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规定：粮食征购指标“一定五年”，自1979年起，减少粮食征购五十亿斤；水稻和杂粮地区口粮分别在四百斤和三百斤以下的一律免购。1983年1月，《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出台，农产品统购派购政策继续改革，规定“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购统派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品种不宜太多”，并且明确指出，“农民完成统购派购任务后的产品（不包含棉
 花）和非统派购产品允许多渠道经营”。同年10月，商业部主管的一二类农产品从46种减少到21种，1984年4月，进一步降低到12种。受国家农产品统派购政策调整的影响，1979年后，全国各地集贸市场逐步恢复。1980年，全国各地基本恢复了早晚集、庙会等交易活动。集市贸易恢复后，全国集市粮食成交量从1978年的50亿斤上升到了1984年的167亿斤。

伴随着改革开放，农村劳动力逐渐开始向城市和非农产业流动。改革初期，农村劳动力外出数量较少，为200万人左右，流动范围也局限于农村内部。1980年，《关于进一步做好城镇劳动就业工作的意见》规定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采取社队企业和城乡联办的方法吸收，但是仍然规定“要控制农业人口盲目流入大中城市”，“确需从农村中招工的，要从严批准，须经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虽然允许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但是限制仍然颇多。1981年，《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的若干规定》强调“要严格控制使用农村劳动力，继续清理来自农村的计划外用工”。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未能松动。20世纪80年代初期，工业快速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持续增加，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政策亟须放开。1984年，《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出台，国家对劳动力流动的态度由限制转向了积极支持：“农民进入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对促进集镇的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具有重要作用，对此应积极支持”。这标志着实行了30多年的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就业管理制度开始松动。

二、体制改革推动反贫困阶段的制度绩效

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得全社会财富迅速增加，这极大地惠及了广大农村贫困人口，中国的贫困状况也因之迅速改善。改革开放前夕，按照当年国家统计局的贫困线标准，中国的贫困人口为2. 5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为30. 7%。贫困现象在全国普遍发生。改革开放和农村的经济发展，在中国创造了大规模减贫
 的宏观环境，随着农民收入的普遍上涨，贫困人口数量迅速降低。到1985年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仅为1. 25亿人，贫困发生率降低到14. 8%，平均每年减少贫困人口近两千万人。按照现行国家农村贫困标准（2010年价格水平，每人每年2 300元）测算，1978—1985年，中国贫困人口数量从7. 7亿人下降到6. 6亿人
[2]

 。贫困人数的迅速降低，带来了中国居民恩格尔系数的下降，1978—1985年间，中国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如表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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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农村和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这一时期，借助经济体制改革，经济总量大幅提升，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1978—1985年间，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 678. 7亿元上涨到9 098. 9亿元
[3]

 ，涨幅达到147. 3%，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85元上涨到866元，涨幅达到124. 9%。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情况如表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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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商品和服务供给能力增强。家庭承包经营制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加之农副产品收购价格的提高以及统购统派的品种的减少，粮油棉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大幅增加，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粮油棉产量变化情况如表2-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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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粮棉油产量变化情况（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案例2-1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案例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最早始于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由于小岗村对家庭承包经营制的推动作用，它也被誉为“中国改革第一村”。

1978年，小岗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生产队属于“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当年夏收，每个劳动力仅分到3. 5公斤麦子。全队18户农民，只有2户没出去乞讨。没有出去乞讨的两户家庭，一户是教师，一户在银行工作。“穷极思变”，1978年秋天，时任队长的严俊昌偷偷将生产队的田地分给各家各户，实行“包产到户”。但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包产到户”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被认为是对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体化道路的背叛，可谓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1979年秋天，小岗村农业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从1978年的1. 75万公斤增加到6. 62万公斤，人均收入从22元增加到350元。仅仅依靠“大包干”就使小岗村人迅速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问题。实行“包产到户”获得了较好成果，但是由于“包产到户”在姓“资”还是姓“社”问题上的争论，很多生产队在是否采取“大包干”的问题上仍然很谨慎。

三、体制改革推动反贫困的未尽之处及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国家第一次明确提到较大规模贫困人口的存在，到1984年《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的印发，近代中国的反贫困进程逐渐展开。这一阶段的反贫困，大多还是以经济增长带来的农村贫困人口的“涓滴效应”为主。虽然理论上，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可以发挥普惠作用，但是实际上，部分地区的农户受到资源禀赋、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无法完全享受经济增
 长带来的普惠效应，收入并未得到明显提高，仍然处于贫困状态。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逐渐显现，1978—1985年间，农村基尼系数上升了17. 37%（张磊，2007），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区域性的整体贫困。

区域性的整体贫困问题逐渐显现，其主要原因是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在一个阶段内，出现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区域性贫困问题的出现是无法避免的。相关区域内的贫困人口，受地区发展失衡问题的影响，无法直接依靠经济增长来摆脱贫困。如果要解决这部分人的贫困问题，则必须采取专门的扶贫政策。1978—1985年，国家针对这类地区的扶贫政策大多还是以物资救济为主。虽然对缓解贫困有一定作用，但是无法帮助贫困地区形成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现有的占全国农村人口14. 8%的贫困人口而言，采取简单以物质救济为主的扶贫政策，通过“输血式”扶贫帮助其摆脱贫困显然是不可行的。因此，开发式的扶贫战略逐步走上了历史舞台。

以经济开发为主要内容的扶贫开发方式，在解决贫困地区经济落后问题方面有着明显的作用。开发式扶贫通过动员群众广泛参与，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建设，发展商品经济，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从而帮助贫困地区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中国的开发式扶贫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有专门的组织体系、投资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安排。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标志着中国政府开始进行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



注释


[1]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3]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第二节 1986年至2000年: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阶段

1986—2000年，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和城市工业的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快速增长。但是，受到自身资源禀赋限制，中国中西部
 的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较为缓慢。1986年，西部地区的贵州、陕西和甘肃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分别为467元、688元和684元，与此同时，中国东部地区的江苏和浙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 193元和1 237元。到2000年，西部地区的贵州、陕西和甘肃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2 759元、4 968元和4 129元，而此时，东部地区的江苏和浙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1 765元和13 416元，地区发展差异不断扩大。

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导致西部地区贫困人口的减少速度远小于国家的平均水平。随着经济增长，中国大部分地区逐步摆脱贫困，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以往以经济增长为主、以适当扶贫救济为辅的反贫困方式，已经不再能满足实际情况的需要。基于此，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扶贫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机构化、专业化的道路。扶贫开发战略也从前期以扶贫救济为主转向以利用贫困地区的自身资源禀赋进行开发建设为主。1994年，为了加快贫困人口脱贫的步伐，《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颁布实施，提出到20世纪末要基本解决当时全国农村8 00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第一次提出具有明确目标、对象、措施和期限的扶贫开发行动纲领。

一、1986—2000年中国在摆脱贫困进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阿玛蒂亚·森关于经济发展不平等的论述中提到“建设性地利用经济增长创造的公共资源来提升人类可行能力，不仅能够提高生活质量，而且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和进一步的经济增长”（阿玛蒂亚·森、让·德雷兹，2015）。开发式扶贫战略不仅能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而且能通过改善生产条件、普及义务教育等措施，提高贫困人口的生产力，从而创造有利于脱贫的外部条件。这个阶段的反贫困政策可以划分为政策保障和资金投入两个层面。

（一）政策保障

这一阶段扶贫政策保障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组织保障，以贫困县为扶贫目标群体的瞄准机制，乡镇企业发展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外部环境改善，等等。

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并于1993年更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下设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的扶贫开发向制度化转变，也表明政府将扶贫工作从一般的社会救济工作中分离出来。1994年，《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
[1]

 出台，落实了扶贫开发的“省长（自治区主席、市长）负责制”，并且把计划地实施和解决群众温饱的成效作为衡量贫困县领导干部政绩和提拔重用的主要标准，从制度层面加强了地方政府对贫困的重视。1996年10月，为了保障八七扶贫攻坚计划的顺利实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要求“资金到省（自治区），权力到省（自治区），任务到省（自治区），责任到省（自治区）”，进一步强调了在扶贫开发过程当中省级负责的制度安排。

中国的贫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因此，国家扶贫工作的重点是确定国家级贫困县，采用县级聚焦的扶贫方式，集中力量，重点突破。1986年，中国第一次制定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也称国定贫困县）的确定标准，随后，我国陆续确定了331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
[2]

 到1994年制定《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时，对国定贫困县标准进行了调整。按照新的贫困县标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调整为592个，涵盖了全国72%以上的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县的分布也出现了明显的地域特征，中西部
 地区的贫困县占比达到82%。县级聚焦的瞄准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做到集中资源解决贫困问题，但是，中国仍有相当一部分的贫困人口没有包含在贫困县当中。直到21世纪，扶贫瞄准聚焦在村级单位以及允许扶贫资金投放给非贫困县的贫困人口，这种情况才得到缓解。

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是20世纪最后十年中国经济的突出亮点之一。乡镇企业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增加了农村人口的非农就业收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国务院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关于社队企业发展和改革的政策。例如，1979年公布的《关于发展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明确指出“社队企业要有一个大发展”；1981年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社队企业贯彻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若干规定》提到“社队企业已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符合农村经济综合发展的方向”，等等。这些政策均肯定了社队企业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1984年，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肯定了乡镇企业的作用：“乡镇企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国营企业的重要补充”
[3]

 。将乡镇企业从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升到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并且明确提出要对乡镇企业“给予必要的扶持”，将乡镇企业从“社办、队办”改成了“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同时发展，允许农户个体或联合办企业。对乡镇企业发展的限制进一步放松。1984年，全国乡镇企业达到606. 52万个，在1983年基础上整整翻了两番还多，乡镇企业总收入达到1 537. 08亿元，比1983年增长了65. 5%。邓小平同志曾经用“异军突起”来形容乡镇企业的发展。1985年和1986年的中央两个一号文件都指出要鼓励农户和集体兴办乡镇企业，并在税收、信贷等方面给予支持。在1984—1988年的五年时间内，乡镇企业
 吸纳从业人员数量从3 235万人增加到9 545万人，乡镇企业的发展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户的非农收入，带动一批村庄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中国苏南地区华阴市华西村就是在这一阶段“异军突起”的典型。1988年，华西村就已经成为华阴市的第一个亿元村。从之前借债过活的村落脱胎换骨，带动村民脱贫致富。2016年，由华西村村委会控制的华西集团营收267亿元，仅向中心村村民支付的分红金额就已经达到1. 18亿元（李春平、徐伟，2017）。

乡镇企业的发展，内生性地要求打破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限制。从1984年开始，国家“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
[4]

 ，中国劳动力转移政策从控制流动逐步向允许流动转变。1986—2000年这一阶段，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允许和鼓励农村劳动力流动。通过外出务工、经商等手段，贫困地区的农户开始有机会获取非农收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实施期间，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劳动力流动，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1993年11月，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鼓励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非农产业转移和地区间的有序流动”。同年12月，劳动部颁布《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劳动体制改革总体设想》，明确提出要“建立农村就业服务网络，合理调节城乡劳动力流动，逐步实现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有序化”，并且提出“要在‘九五’期间基本取消统包统配”。在此基础上，1994年8月，劳动部连续发文，强调要在“短时间内建立起完善的就业服务体系”
[5]

 ，并出台了“建立劳动关系必须订立劳动合同”
[6]

 等一系列政策来规范劳动力市
 场。同年11月，劳动部就流动就业证卡管理制度进行规范
[7]

 ，劳动就业证自此成为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有效证件，标志着农村劳动力流动逐步走向规范化管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实施期间，由于中国的整体经济还在转轨阶段，为了保障国内市场稳定，国家也出台了一些不利于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例如春运期间的用工限制、外来人口暂住政策等。2000年，《关于进一步开展农村劳动力开发就业试点工作的通知》出台，提出要“按照城乡统筹就业的原则，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
[8]

 ，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资金投入

在资金投入有限的前提下，扶贫资金的合理使用是我国开发式扶贫方针顺利实施的关键。这一阶段，中国扶贫资金投入的主要政策变动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财税优惠政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政策以及扶贫贴息贷款。

财税优惠政策旨在减少贫困地区政府的财税负担，主要政策的出台时间集中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实施阶段。财税优惠政策主要体现为《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的“对国家确定的‘老、少、边、穷’地区新办的企业，其所得税可在3年内予以征后返还或部分返还”，并且提到“可使用地方粮食风险基金对吃返销粮的贫困户予以适当补贴”，这都是在税收政策上对贫困地区的倾斜。1994年，中国分税制度改革实施，中央财政将资源大省、财政穷省征收的资源税全部留给地方，中央不再参与分成，并且保留原有体制中对贫困地区的
 定额补助和专项补助。除此之外，国家在农业税收等方面，对贫困地区都有相应的减免和补助措施。

国家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主要体现在利用财政专项扶贫资金进行援助上。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就开始对贫困地区提供资金援助。1986—2000年这一阶段的转移支付，实际是对前期以工代赈资金、“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以及贫困地区发展资金的延续、调整和补充。以工代赈资金在1996年之前以实物形式为主。1996年后，以工代赈资金转变为以现金工资形式发放为主，并且由财政资金直接注入，资金规模也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扩大。“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开始于1982年，并在1993年得到延续。以工代赈资金和“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都旨在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区别在于，前者更多地用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如县乡道路、水利设施等，后者还可用于扶持乡镇企业和农业科技投入等增加群众收入的项目。此外，国家专项安排了“新增财政扶贫资金”，并且在该项资金中特别划分一块作为“少数民族发展基金”，并逐年扩大规模。财政扶贫资金（后归并为财政发展资金）、少数民族发展基金、“三西”农业建设专项补助资金和以工代赈资金构成了中央对贫困地区转移支付的主要组成部分。

扶贫贴息贷款旨在对贫困地区和贫困户的经济发展和生产活动提供直接的信贷支持。1986年，在《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发布后，中国人民银行为了配合政策的实施，连续5年安排10亿元的专项贴息贷款资金，由中国农业银行设立专项扶贫贴息贷款，自此开始了中国金融系统大规模的信贷扶贫工作。最初，扶贫贷款是发放给企业的，1996年后，扶贫贴息贷款就可以直接瞄准贫困农户，并且重点放在农户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上。2001年，《扶贫贴息贷款管理实施办法》
[9]

 颁布，确定扶贫贴息贷款由
 农业银行发放和管理。政府扶贫部门负责提供扶贫贷款项目，农业银行在扶贫部门提供的扶贫项目范围内选择贷款项目。2008年之后，扶贫贷款的管理权限和贴息资金下放到省，扶贫贷款由任何“愿意参与扶贫工作的银行业金融机构承贷”
[10]

 。

二、开发式扶贫阶段的制度绩效

中国的开发式扶贫的主要方式是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通过开发式的建设，帮助贫困农户形成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使农户最终依靠自身力量摆脱贫困，从根本上“授之以渔”。这一阶段的扶贫开发使得中国在当年标准下的贫困人口迅速减少。据统计，贫困人口从1985年的1. 25亿人降低到了2000年的3 200万人。开发式扶贫基本方针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通过瞄准贫困县来实现对贫困人口的扶助，并且通过扶贫开发，帮助贫困县摆脱贫困。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山东省苍山县（2014年改名为兰陵县）摆脱贫困的过程就是这一战略的现实体现。


案例2-2 山东苍山县蔬菜产业脱贫案例


苍山县位于山东省南部，与江苏省邳州市相邻，总面积1 72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61. 7万亩，山区和平原各占一半。下辖16个乡镇、1个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共213个社区、600个行政村。苍山县曾经是中国重点扶持贫困县，1984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382元。

20世纪80年代末期，政府开展大规模开发式扶贫，通过几年的努力，水、电、道路等基本生活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温饱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苍山县提出通过发展区域特色（蔬菜）产业来推动扶贫的发展，先后投资3. 5亿元，建起了15处蔬菜批发市场。后又投资2 000余万元，对鲁南蔬菜开发市场进行扩建改造，建成了容量为3 000吨的冷风降温库。

21世纪初期，苍山县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市场流动体系和稳定的营运队伍。全县有16万农民脱离土地经营蔬菜运销，仅在上海经营蔬菜的苍山人就达近8万人，形成了“十六万人下江南，八万农民占上海，三万台车跑运输”的壮观景象。政府通过贴息贷款扶持种植户的蔬菜产业，每亩深冬大棚提供贴息贷款2 000元，每亩牛蒡提供贴息贷款1 500元，截至2005年，已经对5. 6万户蔬菜生产、运销、加工户发放各类扶持资金11. 8亿元。

2015年，全县常年蔬菜种植面积达到110万亩，总产量为400万吨，产值达80亿元。全县已发展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1 790家、家庭农场168家，其中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500多家。苍山大蒜、苍山牛蒡、苍山辣椒获得了中国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拥有遍布在全县各个乡镇村的48个蔬菜批发市场和一支30万人的庞大运销队伍。

苍山县是中国开发式扶贫战略的实践，展示了中国开发式扶贫战略在实际工作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证明了开发式扶贫战略的正确性。

资料来源:张磊.中国扶贫开发案例选编（第一辑）[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7: 122-134.

三、开发式扶贫的未尽之处及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大规模开发式扶贫在改善生产生活条件的同时，也给了贫困农户一份稳定的工作。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增强了贫困地区农户自身的“造血”能力，一份稳定的工作通过决定性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阿比吉特·班纳吉，2013）。贫困地区农户因此有了通过自身奋斗改变生活现状的信心，提高了通过劳动提高收入的积极
 性。这一阶段的扶贫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在项目、资金的使用和贫困人口的瞄准方面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进入开发式扶贫阶段后，中国的扶贫工作大多通过项目展开。一个县到底能够占有多少扶贫资源，基本上取决于有多少扶贫项目。在这个过程中，扶贫县“跑项目”的情况时有发生。从地方上的实际情况来看，部分地方政府将扶贫工作简单理解为“修路、通电、改善人畜饮水条件”等，甚至出现了全县地方财政收入仅3 000余万元的国家级贫困县竟酝酿举债60亿元来建造新城的情况。地方政府对扶贫工作的简单理解，导致了部分扶贫资金没能花在“刀刃”上。

扶贫资金中占比最大的信贷资金，在使用过程中也存在“瞄准”机制“失焦”的问题。1986年开始实施后第一年的信贷资金重点支持的是农户种养业。根据调查，这一年的贷款有92%是贷给了农户，但是到了1989年，贷款的发放转向鼓励实体经济发展，以期通过经济发展的涓滴作用惠及农户。但是，贫困地区的农户受自身资源禀赋的制约，享受到的经济增长的红利较少，扶贫贷款没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1996年，国家虽然将扶贫贴息贷款的对象重新确定为农户，但是贷款由农业银行负责发放，农业银行属于商业银行，贫困农户贷款风险较高，导致农业银行不愿意将扶贫贴息贷款发放给农户，从而真正赤贫的农户在获得贷款方面还是存在困难。

扶贫政策聚焦于国家级贫困县，虽然有利于集中有限的扶贫资源，但是仍有相当一部分贫困农户不在国家级贫困县内。据统计，2000年全国3 200万绝对贫困人口中，有超过四成的贫困农户处于非贫困县内，中央的扶贫资金只能在国定贫困县内使用，导致国定贫困县覆盖范围之外的贫困人口无法享受到扶贫资源的倾斜。另外，国定贫困县内还存在一部分非贫困农户，他们由于处于国定贫困县的县域范围之内，因此享受到了贫困县的扶贫政策，从而导致了扶贫资源的浪费。


 20世纪初，随着贫困政策的不断细化以及群众监督权力的加强，上述这些问题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城乡差距不断加大，甚至农村内部已经出现了贫富分化，这种收入差距格局的出现，构成了中国新世纪扶贫开发工作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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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Z].198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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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2001年至2012年:村级扶贫推进阶段

进入21世纪，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前期有了较大变化。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的完成，2000年年底，国家已经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0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11. 1万亿，人均GDP达到了8 717元，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了3 987元，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达到了2 032元，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8. 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7. 71%，国民经济发展取得了明显进步。尽管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但是低收入人群仍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挑战。按照2000年制定的865元的低收入人群标准，中国仍有6 213万的低收入人口。在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背景下，工业快速发展并不能直接带来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城镇化比例的提高也并不必然会带来农村的繁荣。2001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 366元，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达到6 860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34. 5%。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较大，农村贫困人口无法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成果。

一、2001—2012年中国在摆脱贫困进程中的探索与实践

进入21世纪后，政府继续实施有组织的扶贫开发活动，其中纲领性的文件是2001年6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
 要（2001—2010年）》
[1]

 ，其提出，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期间的奋斗目标为尽快解决少数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一步改善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巩固温饱成果，提高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和综合素质，加强贫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逐步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落后状况，为达到小康水平创造条件。为了实现上述目标，中国政府从扶贫对象聚焦、扶贫方式优化、扶贫资金增效和扶贫主体多元四个方面改进了农村扶贫的方式和策略。


专栏2-1 贫困县的确立


1986年，中国开始设立贫困县，将贫困县作为中国扶贫开发专项计划的基本瞄准单位，首次确定的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也称国定贫困县）的主要标准是1985年人均纯收入低于150元，但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标准放松到200元，对中国革命作出重要贡献的老革命根据地和内蒙古、新疆和青海的一部分有特殊困难的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标准放松到300元。

1987年，又有13个革命老区县和2个其他县被列为国家级贫困县。1988年，27个牧区和半牧区县被定为国家级贫困县。加上国家财政援助的“三西”地区的贫困县，国定贫困县的总数在1988年达到了328个。1989年，海南从广东独立出来建省，国家又在海南确定了3个国家级贫困县。此后直到1993年，国定贫困县一直维持着331个的规模。

1993年制定和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时，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对国定贫困县进行了一次大的调整。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将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00元作为确定新贫困县的标准，符合这一标准的贫困县只有326个，但是由于贫困县可以享受到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若将以往的贫困县从名单中剔除则必然会遭到强烈的反对，结果虽然达到标准的贫困县数量减少，但1993年最后确定的国定贫困县却从331个增加到592个。

2001年，按《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要求，中国政府对贫困县名单进行了第二次大的调整，并且将沿用多年的“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改称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下简称重点县），根据“631指数法”确定。最后，在中国中西部的21个省份确定了592个重点县，虽然贫困县的总个数和1993年贫困县的个数一致，但是贫困县的具体名单出现了一定调整。调整的主要内容是将东部的33个重点县全部调整到了中西部，并将西藏自治区整体作为特殊扶持区域，不占用重点县指标。本次贫困县调整后，中国重点县全部分布在中国中西部的21个省份。

资料来源:建立扶贫工作重点县进退机制[EB/OL]. http://nys. mof. gov. cn/zhengfuxinxi/bgt DiaoChe YanJiu_1_1_1_1_2/200807/t20080717_57786. html


（一）扶贫对象聚焦

进入21世纪以来，从前被纳入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的部分地区经过系统的扶贫开发工作逐步摆脱了贫困。为了更加准确地开展扶贫工作，中国政府在2001年重新调整了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名单，并将其改称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次调整是中国对国定贫困县标准的第二次大的调整，此次调整完成后，中国共有贫困县592个。

2000年年底，按照温饱标准625元计算，中国还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已经降低到3 200万人。其中，国定贫困县的剩余贫困人口有1 737万人，占中国贫困人口的54. 3%
[2]

 ，有超过四成的贫
 困人口不在国定贫困县的县域范围之内。因此，要解决我国的贫困问题，必须将非贫困县的贫困人口也纳入扶贫政策的覆盖范围之内。《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首次提到要“以贫困乡村为基础”，将扶贫开发的具体措施落实到贫困乡村一级。随后，中国确立了14. 8万个贫困村，覆盖了中国约76%的贫困人口。在确立了以贫困村为基础的扶贫开发工作思路后，为了保障已经脱贫的人员不再返贫，国家将低收入人群也作为扶贫开发的对象之一，这部分低收入人群，虽然成功脱贫，但是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差，极易重新落入贫困线以下。《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要求“继续帮助初步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增加收入”。2000年，中国正式公布了农村低收入贫困标准：在确定农户最低营养需求的基础上，测算出食物贫困线，然后再根据食物消费占生活消费支出（即恩格尔系数）的60%进行计算。2000年，中国农村低收入标准为865元，低收入贫困人口数量为6 213万人。


专栏2-2 中国扶贫标准的变化


2008年前，中国有两个扶贫标准。第一个是1986年制定的206元的绝对贫困标准，以每人每天2 100大卡热量的最低营养需求为基准，结合最低收入人群的消费结构进行测定，并且绝对贫困标准会随着物价的变化每年进行调整。2007年，国家绝对贫困标准已经达到了785元。第二个是2000年制定的865元的低收入标准，标准制定之初，低收入人口约有6 213万人，到2007年年底，该标准调整为1 067元，虽然标准提高了，但是低收入人口数量减少到了2 841万人。

2008年，绝对贫困标准和低收入标准合二为一，贫困标准统一确定为1 067元。随着物价等相关因素的变化，2009年和2010年标准分别上调到1 196元和1 274元。2011年，中国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 300元（2010年价格）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2014年、2015年，国家贫困线分别提高到2 800元和2 855元。2016年，在当时物价水平下，国家贫困线约为3 000元。

资料来源:刘少华，赵佳琪，史哲.中国扶贫线30年涨10倍[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10-16（07）.

（二）扶贫方式优化

从1986年首提开发式扶贫的发展战略开始，中国一直坚持着以开发式扶贫为主的扶贫方式。扶贫瞄准方式从县到村，扶贫开发基本单位不断细分，开发式扶贫方式也不断优化。21世纪开发式扶贫政策的最大亮点在于整村推进的扶贫开发方式，除此之外，还将自愿移民搬迁政策升级为扶贫的主要手段之一，加之劳动力转移和产业化扶贫政策的延续，扶贫方式进一步优化。

整村推进政策是21世纪扶贫开发工作最重要的变化。整村推进政策是指，以贫困村为基础，制定扶贫规划，以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为工作核心，以完善基础设施和改善农户生产生活条件为工作重点，整合各类扶贫资金，“有利于提高贫困人口综合素质和贫困村可持续发展能力”
[3]

 。整村推进政策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金和力量，体现了社区发展理论的基本精神。整村推进政策通过参与式的方法听取农户的声音，重点突出贫困农户的主体性和参与性，“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们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穆罕默德·尤努斯，2015）”，有效发挥群众的力量和人民的智慧，有利于提高贫困村自我发展的能力。

整村推进政策要求，在2010年之前，全面落实全国14. 8万个贫困村的扶贫规划。整村推进的项目围绕关系农户生产生活各方面
 的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并且在建设过程中，将整村推进与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相结合。整村推进政策的具体内容包括人畜饮水项目、新建和改扩建公路、基本农田、种植业和养殖业项目等。资金来源包括以工代赈资金、财政发展资金、各相关行业发展资金以及少量的专项扶贫贷款等（张磊，2007）。

国家首次提出整村推进的概念是在2000年，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甘肃省提出了整村推进扶贫开发的概念和模式。整村推进模式的基本做法是：吸收村民参与制定发展规划，运用参与式的理念和方法，组织群众参与实施和管理等。由于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模式效果明显，2001年之后，国家在全国范围推广甘肃的做法和经验。2003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加强了政策指导，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强贫困地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推动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作的意见》《关于共同做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构建和谐文明新村工作的意见》等配套政策，整村推进工作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到2005年年底，已有4. 5万个村按规划完成了建设任务。从2000年到2005年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期间，新增基本农田640万亩，新增改扩建乡村道路66. 6万公里，新增及改良人工草场1 906. 6万亩，新增教育卫生用房638. 4万平方米，解决了1 937. 9万人、2 512. 2万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
[4]

 2008年，国家明确指出，整村推进是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举措”
[5]

 。2010年年底，全国共有12. 6万个贫困村实施了整村推进，占贫困村总数的84%，共投入中央和地方财政扶贫资金789亿元，村均投入财政扶贫资金约63万元。据统计，在同一县域内，实施整村推进的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比没有实施整村推进的贫困村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幅高出
 20%以上。
[6]

 整村推进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2012年公布的《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十二五”规划》提出，在“十二五”期间规划完成21个省份的30 000个贫困村的整村推进工作和西藏200个贫困乡镇的整乡推进工作，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特色优势产业培育、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公共服务和社会事业建设等方面。

将自愿移民搬迁政策升级为扶贫的主要手段之一。《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要“稳步推进自愿移民搬迁”。移民搬迁工作开始于1983年，自愿移民搬迁一方面可使移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另一方面也能缓解原居住地的环境和生态压力，在实际的扶贫工作中取得了较好成果。2000年之前，中国实施移民开发的主要做法有三种：一是插户移民，即贫困户自行投靠亲友，政府给予一定补助；二是由政府建立移民开发基地进行统一安置；三是吊庄移民，即搬迁初期两头有家，等到迁入地建设完毕后再完全搬迁。通过这些做法国家总共安置了260万贫困人口，其中已经稳定在迁入地居住的达到240万人
[7]

 。2001年，国家计委《关于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的实施意见》（计投资〔2001〕1834号）提出利用国债资金在西部地区开展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
[8]

 2007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易地扶贫搬迁“十一五”规划》，“十一五”期间，国家累计搬迁162. 7万人。2001年到2010年期间，国家搬迁贫困群众286万余人（安蓓、赵超，2015）。2011年，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了专项扶贫的首要手段。到2011年年底，
 国家已经累计搬迁农村贫困人口848万人。

劳动力政策由被动就业政策向主动就业政策转变。21世纪中国劳动力市场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中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东部发达地区对劳动力尤其是技术工人的需求旺盛，技能型人才短缺情况严重。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大省，普遍存在的是知识水平较低、没有专业技术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转移就业较为困难，“用工荒”和“就业难”问题同时存在。为了加快劳动力转移步伐，中国开展了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培训以职业技能培训为主，先后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发〔2004〕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工作的通知》（国办发〔2004〕92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国发〔2005〕36号）、《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国发〔2006〕5号）等一系列文件，从政策方面加强了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2004年，国家启动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简称“阳光工程”）
[9]

 ，并开展了建立贫困地区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工作。据统计，接受过“阳光工程”培训的学员转移输出后，月收入比未接受培训的转移人员普遍高出约200元，月收入平均达到800元以上。
[10]

 针对贫困地区青壮年劳动力，2007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雨露计划”的相关政策
[11]

 ，重点选择“中、高考落榜生中的贫困家庭学生和30岁以下有一定文化基础的青年劳动力”接受职业技能培训。2014年，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国家确定了“到
 2020年，转移农业劳动力总量继续增加，每年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2 000万人次
[12]

 ”的工作目标。

产业化扶贫政策主要是继续在贫困地区发展种养业，但是对前期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要利用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引导和鼓励具有市场开拓能力的大中型农产品加工企业，在贫困地区建立原料生产基地”
[13]

 。为了利用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来促进贫困地区开展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帮助贫困地区农户有序进入市场，2004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启动在全国范围内认定国家扶贫龙头企业的工作。2005年、2007年国务院扶贫办先后认定两批共625家国家扶贫龙头企业，带动了1 300万农户增收，其中贫困农户450多万户。
[14]

 2005年完成认定第一批261家
[15]

 ，2008年完成认定第二批364家
[16]

 ，在两批共625家扶贫企业中，西部地区有293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扶贫部门也认定了各省的省级扶贫龙头企业，各级扶贫部门对扶贫龙头企业在扶贫贴息贷款、贫困劳动力就业培训等方面给予专项支持。

（三）扶贫资金增效

扶贫资金增效是在有限的扶贫资金支持下，加快脱贫致富的关键。21世纪扶贫开发资金的利用较前期的主要变化在于扶贫资金可以向非贫困县投放。根据1997年出台的《国家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的要求，“国家各项扶贫资金必须全部用于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对于非贫困县的扶贫资金则“由有关地方各级政府自行筹措安排资金进行扶持”。但是，2000年年底，国定贫困县的贫困
 人口为1 737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比重仅为54. 3%，也就是说有近一半的贫困人口并不在贫困县的范围之内，由于国家的政策限定，这些地区的贫困人口无法获得国家的扶贫资金支持。

为了保障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也为了防止扶贫资金“跑冒滴漏”，国家一直限制扶贫资金用于国定贫困县之外。但是，非国定贫困县的贫困人口占中国贫困人口的相当大一部分。2000年，非国定贫困县贫困人口占国家贫困人口总数的46. 9%。国家将非国定贫困县的扶贫资金全数划归地方政府自筹，对于地方政府存在一定的压力并且也不利于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2000年公布的《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以工代赈资金和新增财政扶贫资金全部用于国定贫困县。发展资金，重点用于国定贫困县，也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一定比例用于非国定贫困县”
[17]

 ，虽然仍然是以国定贫困县作为资金的主要使用对象，但是对于资金使用的管制已经出现了松动的迹象，扶贫资金的使用限制得到首次放开。2001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去掉了以工代赈资金和新增财政扶贫资金只能用于国定贫困县的限制，对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的使用要求进一步放开，规定“中央财政扶贫资金主要用于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适当支持其他贫困地区”。2011年，国家已经确定了14. 8万个贫困村、14个连片特困地区，在当年公布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中，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使用范围扩大，规定“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投向国家确定的连片特困地区和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贫困村，其中新增部分主要用于连片特困地区”。纳入了连片特困地区和贫困村后，扶贫资金投向范围较仅投向国定贫困县时期有了明显扩大，资金的使用更加灵活。

（四）扶贫主体多元

21世纪初，国家进一步强化东西部扶贫协作、中央定点扶贫计划等政策，探索扶贫开发的国际合作，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到扶贫开发工作中。

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始于1996年，旨在以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欠发达省份的方式，帮助西部地区尽早脱贫。起初，共确立了东部13个经济发达地区援助西部10个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协作扶贫结对。
[18]

 东西部协作扶贫的具体方式主要包含以下几种：一是无偿捐赠资金或物资，用于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保障贫困地区农户的日常生产生活需要。二是经济技术协作，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项目与贫困地区的资源禀赋进行合作生产和经营。三是人员互相流动，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领导干部、技术人才、经商能人到欠发达地区提供服务，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干部、技术骨干等到发达地区接受培训和锻炼，并且由欠发达地区向东部发达地区输送劳动力。2000年年底，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省市政府和社会各界累计捐款、捐物折款近21. 4亿元，实现投资40多亿元，西部欠发达地区累计向东部发达地区输出劳动力51. 7万人。鉴于东西部扶贫协作所取得的良好成果，2001年公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就提到，要“继续做好沿海发达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的东西扶贫协作工作”。2006年，在《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中，国家针对东部发达地区在西部投资建设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强调要“比照外商投资的有关优惠政策，采取有效措施”吸引东部地
 区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设厂，合作开发。
[19]

 截至2012年，仅福建及其对口县（区）已经在宁夏援建公路350公里；解决了30万人、10万余头大牲畜的饮水困难；支持发展特色产业80万亩；派出技术人员培训菌草种植5万多人次；帮助新建和扩建学校214所，救助贫困学生7. 8万人；在宁夏的闽商已经超过3万人，总投资额超过600亿元；有4万多名宁夏劳动力在福建各地从事劳动活动，每年获得劳务收入超过10亿元。

定点帮扶计划是指中央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民主党派以及人民团体等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利用各扶贫主体自身的资源优势开展扶贫工作。2000年年底，参与定点帮扶计划的部门和单位等已经达到了138个，共派出3 000多名干部到贫困县挂职扶贫。新时期的定点扶贫工作较前期有了新的进展，各部门分别出台了关于定点扶贫的具体政策文件。例如，在教育方面，2000年，教育部推动了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启动实施了“东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西部贫困地区学校工程”和“西部大中城市学校对口支援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贫困地区学校工程”（简称“两个工程”），由中西部地区选派教师和管理人员到贫困地区任教、任职，帮助提高西部地区学校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并且由中东部地区学校无偿提供教学用具、图书资料等帮助西部地区改善办学条件。
[20]

 在农业方面，2002年，农业部组织专家帮助定点扶贫地区建立优势特色农业，制定了《农业部定点扶贫地区优势特色农业开发规划》，利用贫困地区的比较优势和当地特色，帮助每个扶贫县重点选择1~2个有市场前景、有资源优势、能够带动当地脱贫致富的产业，并且按照规划安排项目投资。2006年，农业部将在“十一五”期间，在定点负责的湖南湘西和湖北恩施两个自治州的八个国
 家级贫困县中，重点扶持柑橘、茶叶、魔芋、肉用山羊四大优势特色产业。2010年，国家提出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等以外“积极鼓励各类大型民营企业、社会组织承担定点扶贫任务”
[21]

 ，扶贫主体进一步扩大。2012年，参与定点扶贫的中央、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共320个，帮扶全国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22]

 ，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对592个重点县定点扶贫的全覆盖。2012年，中央定点扶贫直接投入帮扶资金（含物资折款）达到19亿元，帮助贫困地区引进资金达到90亿元。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粮农组织等），以及非政府组织（例如美国的福特基金会等）都陆续参与到中国的反贫困工作中来，开展扶贫开发的国际合作。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援助主要有资金援助、实物援助、技术援助以及综合性项目援助等。资金援助主要是指中国在国际组织中无偿或者优惠获得的援助资金，中国利用国际资金援助最主要的两种形式为官方发展援助（尤其是双边援助），以及主要来自世界银行等的多边援助。官方发展援助一般是中长期贷款，利率低，也有一定的宽限期。多边贷款则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在中国开展的小额贷款项目。实物援助主要是粮食援助，其中最主要的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对中国的无偿粮食援助。从改革开放到2005年期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向中国提供无偿粮食援助达10亿美元，受益人口达3 000多万人。由于中国在反贫困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自2006年1月1日起，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停止了对华无偿粮食援助，中国开始由受援国转变为援助国。技术援助一般是来自官方的无偿援助，中国主要接受的
 是亚洲开发银行对中国的技术援助，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部门。截至2001年年底，中国共获得亚洲开发银行贷款113亿美元，技术赠款1. 96亿美元。综合性项目援助始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实施期间，中国通过与国际机构合作，获得了国际组织解决贫困问题的新理念和新方法，1995年，世界银行在中国西南、秦巴山区开展扶贫项目，项目于2004年年底完成所有建设任务，累计投资人民币72. 18亿元。项目覆盖61个国定贫困县，基本解决了580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2005年5月，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建立了中国国际扶贫中心，旨在以此为平台，将中国的扶贫经验推广到全球。

二、村级扶贫阶段的制度绩效

村级扶贫推进是中国对扶贫开发政策新的调整。21世纪伊始，国家扶贫瞄准对象发生了转变，将县级瞄准精确到村级瞄准。国家还首次提出了低收入群体的贫困概念，2000年年底，中国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有约3 200万人，低收入贫困人口接近6 000万人，这些贫困人口是中国新阶段扶贫开发帮扶的主要对象，扶贫对象范围的扩大，代表了中国解决贫困问题的决心。2000年，中国确立了14. 8万个贫困村，在此基础上，推行了整村推进政策。以村为单位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解决了前期以县为单位所造成的扶贫资金分散问题，结合东西部协作扶贫等多种开发式扶贫方式逐渐帮助贫困人群摆脱贫困，是国家这一阶段反贫困工作的主要方式。宁夏整村推进脱贫就是这一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真实写照。


案例2-3 宁夏整村推进脱贫案例


宁夏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贫困地区，“苦瘠甲天下”，其中，宁夏西海固地区与甘肃定西、河西并称“三西”，是中国最贫困的三个地区之一，包括8个国家重点扶持县，贫困发生率均在10%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在国家的政策帮扶下，宁夏地区贫困农户的生活条件获得了一定改善，但是仍然保留着传统靠天吃饭的生产方式，一旦遇见自然灾害，很容易出现返贫现象，“输血式”扶贫并不能完全解决当地的贫困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期，政府开始推行以整村推进、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和产业脱贫等为主的脱贫方式。

2001年，根据重点贫困村的确定标准，宁夏确定了1 026个重点贫困村，计划在10年内分三期实施“千村扶贫计划”。2001年开始启动第一期411个村的“千村扶贫计划”，2004年年底，已经完成了313个村的扶贫攻坚工作，但是由于资金使用过于分散，脱贫效果不是十分理想。2004年，宁夏西海固地区贫困发生率仍有14. 06%。随后，政府对贫困策略进行了一定调整，决定对剩下的713个重点贫困村实施整村推进工作。整村推进工作主要项目包括道路、饮水、移民搬迁以及产业开发等。713个重点贫困村将分三批实施整村推进工作，每批计划在两年之内完成。

2005—2006年期间，第一批203个村的整村推进工作开始实施，预计每个村每年投入50万元，两年100万元，按照“五通、一平、四有、六个一”的目标（“五通”即水通、路通、电通、广播电视通、电话通;“一平”即水平梯田;“四有”即有学校、有文化活动中心、有医疗服务中心、有畜牧兽医服务点;“六个一”即每户改善一处人居环境、建设一个养殖棚圈、搞好一项养殖业、开展一项特色种植、掌握一门实用技术、输出一个剩余劳力）进行扶贫开发工作。第一批整村推进工作结束后，新修高标准农田6 953公顷，新建乡村道路363千米，完成危房改造1 355户，惠及群众14. 7万人，全区8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 900多元，高标准完成了预定任务。整村推进和前期的扶贫政策相比，更注重贫困人口增收和后续发展选择项目。在产业发展方面，整合“10万贫困户养殖工程”“中部干旱带草畜产业工程”“宁南山区生态养牛工程”等项目，建立“宁南山区草畜产业建设工程”，以期推进宁南特色优势产业发展。2006年年底，在宁夏南部山区西海固，已经初步形成了以种草养畜、马铃薯等为主的产业群和以菌草、中药材、小杂粮、蔬果为主的特色产业带。

2007年起，第二批“整村推进”在270个贫困村进行，2008 年8月宁夏扶贫扬黄灌溉一期工程水利骨干工程竣工，首先解决了中卫、吴忠、固原3市的9个县（区）的水资源使用问题，结合自治区3个“一百万亩”和扶贫移民计划，扩大了马铃薯、中药材、红枣等特色种植业的规模，同时还开展了闽宁协作发展菌草产业扶贫等，增加了帮助农户脱贫的长期项目的数量。

2009年起，第三批240村开展了“整村推进”工作，“整村推进”工作开展期间，依据发展优势，宁南山区确定了“马铃薯、劳务输出、种草养畜”三大优势产业。2010年年底，宁夏8个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已经达到3 415元，较2005年的1 687元翻了一番还多，也超过了全国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农民人均纯收入3 273元。宁夏的整村推进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文献资料整理。

三、村级扶贫的未尽之处及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村级扶贫推进政策是中国21世纪减贫的伟大尝试，它以贫困村为主要的工作载体，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重点改善影响农民生产生活的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条件，培育优势产业，加快产业发展，显著提高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通过移民搬迁、劳动力培训和转移、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扶贫支援等多项政策，村级扶贫推进工作显著提高了贫困村和贫困人口整体的综合生产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和自我发展的能力。从2000年开始推进的村级扶贫标志着中国扶贫瞄准方式由县级聚焦到了村级，它改变了前期“大水漫灌”式扶贫导致的扶贫资源分散，并且在“整村扶贫”规划制定的过程当中，充分考虑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意见，引导农民自我监督、自我管理，极大地调动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通过一段时间的集中帮扶，“整村推进”工作能够给贫困村留下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培育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从而给贫困农户造就一个收入可持续增长的大环境。

村级扶贫推进期间，中国贫困情况得到了显著缓解，按照2010年每人每年2 300元的标准，在2000年至2012年期间，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从4. 6亿人下降到9 899万人
[23]

 。仅2010年至2012年期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近7 000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0年的17. 2%下降到2012年的10. 2%，重点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10年的3 273元增加到2012年的4 602元，增幅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贫困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重点县自然村通路比例从2010年的88. 1%上升到2012年的92. 8%，通电比例从2010年的98. 0%上升到2012年的98. 8%，通电话的比例从2010年的92. 9%上升到2012年的93. 2%。农村劳动力素质也得到了显著提高。青壮年文盲、半文盲率从2010年的10. 3%下降到2012年的8. 9%。

在取得这些成果的同时，中国贫困人口分布也发生了变化。2012年，在国家确定的贫困县当中，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的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4. 4%
[24]

 ，在国家确定的14. 8万个贫困村当中，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数量仅占总人口数量的三成左右。随着反贫困斗争的不断深化，贫困人口的分散以及致贫原因的日趋复杂导致以贫困村为基本单元，以村级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为目标的村级扶贫推进方式不再适合中国反贫困斗争的实际情况。2013年，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开始从村级扶贫向瞄准扶贫对象的精准扶贫方向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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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通知[Z].2001-06-13


[2]
 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0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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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的意见》和《贫困青壮年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实施指导意见》的通知[Z]. 2007-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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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关于印发《财政扶贫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和《财政扶贫项目管理费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Z]. 2000-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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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2013年至今:精准扶贫阶段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奋斗目标，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解决我国现有的贫困人口的贫困问题。但是，经过多轮的扶贫攻坚工作，“入之愈深，其进愈难”，剩下的大多是贫中之贫、困中之困，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1]

 有些地方的扶贫政策不少，获得的扶贫资金也不少，但实际效果不佳。究其原因，在于扶贫对象的精准性、因贫施策的科学性不够。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通过建档立卡，摸清贫困人口的底数，做实做细，实现动态调整。精准扶贫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因人因户因村施策”，从而能够有效解决贫困农户分散、致贫原因不一的问题。

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从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出发，把“扶贫攻坚”改成“脱贫攻坚”，提出要“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2020年之前，“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同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任务”。“脱贫攻坚战”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将摆脱贫困作为了2020年之前必须完成的任务，表明了摆脱贫困的决心。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全面部署了“十三五”期间中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实现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基本要求与主要途径是：六个精准和五个一批。六个精准是：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
 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五个一批是：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随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保障脱贫攻坚目标的稳步实现。

组织领导方面，确认了脱贫攻坚责任制。政策依旧延续了前期省负总责的制度安排，明确了省级领导干部在脱贫攻坚当中的责任，并且将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结果作为“对省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和领导班子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2]

 。确定了市县落实的治理模式，要求县级党委和政府“把脱贫攻坚政策措施落实到村到户到人”，并且“对扶贫资金管理监督负首要责任”
[3]

 。

对象瞄准方面，确定了贫困户、贫困村和贫困县建档立卡的标准
[4]

 ，将贫困户、贫困村和贫困县纳入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统一管理。首次建立了贫困退出机制，明确了贫困人口、贫困村、贫困县退出的标准和程序。这是中国自1986年确定贫困县以来，正式公布贫困县的退出机制。
[5]



扶贫开发方面，公布了易地扶贫搬迁规划，确定“十三五”期间，通过“挪穷窝”“换穷业”“拔穷根”解决1 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稳定脱贫问题
[6]

 ；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调整了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关系，实现了对民族自治州和西部贫困程度深的市州全覆盖
[7]

 ；促进劳动力就业，通过鼓励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加强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劳务协作，加强贫困劳动力的职业
 技能培训，促进已就业劳动力稳定就业
[8]

 等一系列措施，带动现有贫困人口脱贫。

扶贫资金使用方面，中央财政在年度预算中安排专项扶贫资金，地方财政每年预算安排一定规模的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将省级资金投入情况纳入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绩效评价范围。
[9]

 明确了财政支持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涉农投入所形成的资产可用于资产收益扶贫。
[10]

 首次明确了财政支出产业发展形成收益的分配方法和原则。

这一系列政策构成中国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上的主要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由2012年的9 899万人减少至2016年的4 335万人，累计减少5 564万人，平均每年减少1 391万人；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2年的10. 2%下降至2016年的4. 5%。“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中国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



注释


[1]
 参见2017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人大代表团审议时就打赢脱贫攻坚战发表的重要讲话。


[2]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的通知[Z].2016-02-16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办法[Z].2016-10-17.


[4]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印发《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的通知[Z].2014-04-02.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建立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的通知[Z]. 2016-04-23.


[6]
 国家发改委.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Z].2016-09-20.


[7]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Z].2016-12-07.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切实做好就业扶贫工作的指导意见[Z].2016-12-02.


[9]
 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国家发改委，国家民委，农业部，林业局.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管理办法[Z].2017-03-13.


[10]
 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关于做好财政支农资金支持资产收益扶贫工作的通知[Z].2017-05-31.





第三章 中国反贫困:十八大以来的探索

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人民积极探索、顽强奋斗，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
[1]

 在摆脱贫困的斗争中，中国始终把减少贫困人口作为国家战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注重总结实践经验，形成了宝贵的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国内改革也进入了“啃硬骨头”的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加快调整经济结构，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形成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理论与政策体系。

“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长期以来，我国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其中的原因除了资源环境约束、基础设施落后等之外，还有农村地区产业发展滞后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农民增收，以强农、惠农、富农为主线，强调发
 展农业生产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基础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农业的发展与农民的增收和致富、农村的美丽和进步密切相关。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农业促发展和摆脱农村贫困具有相同的现实意义：一是提升农业生产力将丰富农民的增收手段、提高农民的增收能力；二是完善农业生产条件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高度统一；三是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会带来农民素质及能力的提升。因此，发展现代农业是农村社会摆脱贫困的重点领域与关键环节。

城镇化进程中产生了“新贫困人群”，如何识别城市中的贫困人群并使之摆脱贫困成为新时期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受体制因素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共同影响，中国面临着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一体化程度低等结构性问题，由此导致的城乡发展不均衡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2]

 在加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不同于以往时期：首先，复杂的城市环境降低了贫困人口的识别效率；其次，新贫困人群贫困脆弱性高，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扶贫开发工作的难点；最后，劳动力市场的城乡二元结构成为阻碍流动人口脱贫的制度障碍，完善扶贫制度迫在眉睫。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等区域发展战略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经济新常态下保证经济稳步增长的新增长极。值得注意的是，区域经济圈内存在的局部不均衡问题，是实现区域协同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培育、打造区域经济增长点的同时，着力解决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尤其是区域经济圈内部的贫困问题。环京津贫困带和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区域是贫困问题的“重灾区”，面临着巨大的脱贫压力。在以精准扶贫为基本方略的扶贫开发理论的指
 导下，环京津贫困带和长江经济带贫困地区秉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科学扶贫思想，立足本地的比较优势，探索出了一系列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脱贫策略，丰富和完善了扶贫开发理论。



注释


[1]
 参见习近平主席在2015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的主旨演讲。


[2]
 参见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





第一节 农业发展在反贫困中的作用

一、农业基础地位的再定位

百业农为本，农兴百业兴。农业自古以来就直接关系国计民生，所以有“食为人天，农为正本”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业为国家工业的起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几乎成为工业起步所需资本的唯一来源。农业对国家工业化起步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原材料贡献，即农业产品作为工业生产的原材料；二是资金贡献，即通过出口农业产品获取外汇，然后进口工业生产所需的设备、技术等。随着工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农业生产总值占全行业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降低，我国也进入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新阶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了。相反，农业集经济、政治和国家安全于一体，直接关乎国家稳定、人民幸福，仍是国之根本。现阶段，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科技、政治等正处于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剧烈转型时期。其中，农业与农村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环节，尤其引人关注。

（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中有关农业发展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意义，坚持将“三农”事业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面对经济社会转型加速和农业适应变革迟缓的矛盾，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农业取得了傲人的成绩：粮食“十二连
 增”，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明显改善；农民增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1]

 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的“三个必须”，将“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作为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目标和要求。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和要求，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了“三个坚定不移”，即“要坚定不移深化农村改革，坚定不移加快农村发展，坚定不移维护农村和谐稳定”
[2]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对农村发展提出了“五新”要求：“要努力在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上挖掘新潜力，在优化农业结构上开辟新途径，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上寻求新突破，在促进农民增收上获得新成效，在建设新农村上迈出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调研农业与农村发展状况，对在新时期进一步做好农业与农村发展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指示和思想指引，全面地指导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农业和农村发展工作实践。

（二）新时期农业的基础性地位

自古以来，农业一直是充实国家财政、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农业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后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供了重要支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夯实了基础。因此，党和政府始终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改革之初，连续五年（1982—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以农业改革为主题；进入21世纪以来，中央一号文件又连续十四年（2004—2017年）聚焦“三农”，均体现出农业与农村发展问题的重要地位。

然而，随着产业结构变迁，特别是科技发展带动非农产业更快发展，我国农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下降。从增加值占比来看，
 1982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32. 79%
[3]

 ，此后持续下降，2016年这一比重仅为8. 6%，中国已经稳步进入农业占比在10%以下的新阶段。从就业人数来看，197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70. 5%，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17. 3%，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12. 2%；1988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59. 4%，1998年其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49. 8%，2008年这一占比下降至39. 6%；而到2015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继续降至28. 3%，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增至29. 3%，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增至42. 4%。
[4]

 这一变迁，本是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以及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民职业化的必然结果，但却引起了不少人对于农业与农村发展的消极观望。有人认为，农业作为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的矛盾与统一，较其他产业而言呈现出经济效益低、回报周期长、经营风险大的劣势，农业将随产业结构升级持续萎靡；农村受限于城乡二元结构，阻碍了城市资源向农村的输送以及农村资产要素的市场化变现，导致农村落后于城市，农村将随着城镇化发展逐渐消失；农民文化水平、技能水准相对较低，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但受经济利益驱使，农村劳动力大量放弃农民身份向二三产业转移，甚至有农业现代化激进主义者认为小农就是应该被消灭的对象。上述观点也可归纳为：农业与农村应该为社会现代化发展让步，农产品刚需可完全依靠国际市场供应，农民尤其是小农可有可无。

对此必须明确，否定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忽视农村发展的重要
 性的看法，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实际，也不符合党和国家的政策。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他同时还指出：“必须始终坚持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不减弱、推进农村全面小康不松劲，在认识的高度、重视的程度、投入的力度上保持好势头。”
[5]

 这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和农村工作的重要性的再一次重申。

重视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保障粮食安全，需要我们充分认识粮食安全的内涵，建立起“大食物观”。我国对于粮食安全一词普遍存在认知偏差。粮食安全中的“粮食”不仅包括口粮，而且包括饲料用粮，换言之，重视粮食安全就是从“全食物链”角度重视粮食本身的食用价值及其可转化为肉、蛋、奶、部分水产和油脂以及生物质能源等物质的功能价值。以“大食物观”为出发点，粮食安全事实上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注重防止国内饥馑，如“十三五”规划强调，“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守耕地红线，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高粮食产能，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第二层次，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粮食生产多年连增，国民生活水平提高，要逐渐由注重数量向数量与质量并重转变，“使农产品供给数量充足、品种和质量契合消费者需要”
[6]

 ；第三层次，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粮食安全的重心将转向食物安全，以提供符合消费者健康理念和满足消费升级需求的全种类可供食用的农产品。因此，粮食安全引申出的食物安全更加符合食物消费日益多样化的趋势，也彰显了农业的基础性和重要性。

二、农业创新发展为摆脱贫困提供基础支撑

扶贫开发是一项系统工程，农业创新发展为扶贫开发提供基础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业发展进入崭新的历史时期：一是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创新实践“三权分置”，促进土地要素有效流转；二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速推进实现农业现代化；三是坚持绿色兴农，把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四是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增收致富，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党的十八大以来农业的创新发展，分别从制度、经济、文化、理念等层面探索出了一条崭新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道路，成为保障农民增收、农业增产的动力源泉，成为我国进一步开展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前提。

（一）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保障农民收入的稳定器、保护伞，是贫困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经济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强调：“新形势下深化农村改革，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最大的政策，就是必须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坚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要抓紧落实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真正让农民吃上‘定心丸’。”
[7]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针对生产经营中的土地权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的前提下，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等权能，允许农民以承包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完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的办法与内容，着力推动土地经营权规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经营主体、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

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一方面要坚持集体经济下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另一方面要创新实践“三
 权分置”，促进土地要素有效流转，实现经营形式多元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粮食生产能力改弱了，不能把农民利益损害了。”
[8]

 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小农和小规模经营的生产经营方式逐渐显示出其效率上的局限，必须进一步探索有效的农业经营方式。“三权分置”是继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后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创新，是盘活农村土地要素、提高农民积极性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制度保障。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有效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是激发农业农村发展活力的内在要求。必须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源管理制度，依法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权。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在落实农村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允许利用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向金融机构抵押融资。在此基础上，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完善“三权分置”办法，依法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引导农户自愿互换承包地块实现连片耕种。除此之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国家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规模经营，为农村土地流转指明了方向。总而言之，“三权分置”制度在坚持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的前提下，有利于细化土地权利束、促进土地流转、盘活农村土地资源、培育多种形式的经营主体，极大地丰富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内涵。

（二）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面建设农业现代化

发展现代农业是农村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现阶段不是要不要农业的问题，而是在新形势下怎样迎难克艰、继续抓好的问题。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中，农业现代化不能拖后腿。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战略清醒。”
[9]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机遇、新矛盾、新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新思想、新举措，为引导和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指南。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把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
[10]

 2015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探讨了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库存问题，并提出要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农业新走向；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用新的发展理念破解三农新难题”，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价格一头连着老百姓，要做好农业的精准补贴工作，把去库存、补短板有机结合起来。”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市场需求变化，以增加农民收入、保障有效供给为主要目标，以提高农业供给质量为主攻方向，以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为根本途径，优化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提高土地出产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农村发展由过度依赖资源消耗、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追求绿色生态可持续、更加注重满足质的需求转变。”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提高农业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重要手段，其目标指向最终将落实到发展农业、造福农业、富裕农民上，落实到按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上。

（三）坚持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变成群众脱贫致富的金山银山

建设生态文明、保护生态环境是保护国家利益、保障人民幸福、实现民族发展的根本，扶贫开发首先要明确生态环境问题与贫困的内在联系。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用朴实、生动的语言强调了绿色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并明确指出了践行绿色发展观的基本方向，如“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1]

 ，“在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上，一定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持保护优先，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12]

 。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加强保护，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农业方面，要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深入开展测土配方施肥工作，大力推广生物有机肥、低毒低残留农药，开展秸秆、禽粪便资源利用和农田残膜回收区域性示范。同时，应大力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扩大森林、湖泊、湿地面积，保护生物多样性。

坚持绿色发展是实现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贫困与生态环境存在密切联系：一般来说，二者互为因果，即贫困地区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矛盾十分突出，易陷入经济越落后环境越恶劣、环境越恶劣经济越落后的发展困境。生态环境与贫困的内在联系可从以下两方面说明：一是贫困地区面临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困境。土地资源减少和退化、水土流失、耕地石漠化沙化严重、森林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破坏、土壤板结、水体富营养化等是农村贫困地区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环境制约农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从而导致贫困。二是部分地区恶劣的生态环境是致贫的主要因素。我国14个主要连片特困地区大部分是自然条件恶劣、无法从
 事农业生产或自然资源相对缺乏的地区，因此，恶劣的生态环境是这些地区的主要致贫因素。坚持绿色发展，就是要在能够从事农业生产的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通过生态环境建设保障贫困地区环境、经济和社会共同发展。

（四）促进农民增收致富，推进落实精准扶贫

促进农民增收与落实精准扶贫是摆脱贫困的“体之两翼”。21世纪以来，农民收入连续9年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仍极为艰巨。“要大力促进农民增加收入，不要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要看大多数农民收入水平是否得到提高。”
[13]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太原主持召开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时强调：“脱贫攻坚本来就是一场硬仗，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更是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并对此提出了“四个坚持”和“八个要求”。“四个坚持”即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坚持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坚持党政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责任制，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八个要求”即合理确定脱贫目标，加大投入支持力度，集中优势兵力打攻坚战，区域发展必须围绕精准扶贫发力，加大各方帮扶力度，加大内生动力培育力度，加大组织领导力度，加强检查督查。这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扶贫工作的深刻解读和正确引领。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一方面要调动农民的生产生活积极性，促进农业劳动力投入水平提高，从而带来更大的生产动力；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打开农村市场，有效化解和消除当前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促进农村生活质量提高。因此，促进农民增收，既是中国经济实现持续中高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也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基础。贫困人口主要来源于农村，所以农村是实现“全面小康”的改革重点，农民是
 “精准扶贫”的主要对象。致贫原因复杂多样，诸多因素的叠加使扶贫工作更加困难，因此，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对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贫困地区实施扶贫搬迁；对生态特别重要和脆弱的贫困地区实行生态保护扶贫；对丧失劳动能力者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对因病致贫者提供医疗救助保障。总体而言，精准扶贫要因户施策，从实际出发解决农户贫困问题，这也是实现“全面小康”的重要举措。

三、发展农业是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贫困问题具有明显的阶段特征。可大致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至21世纪初，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中国经济依赖第二、三产业快速增长，非农产业的发展吸收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非农收入的增加。第二阶段是21世纪初期至今，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带来了区域失衡的问题，农村贫困人口从改革和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小于农村非贫困人口，非农产业发展对农村的减贫作用逐渐降低。不同阶段的特征对应着不同的减贫策略：前一个阶段我国主要以大规模开发式扶贫为主，实现方式是以经济增长提升农户的非农收入从而缓解贫困问题；后一个阶段我国主要以农村扶贫、精准扶贫为主，通过提高农村贫困农户的农业收入、工资性收入来解决贫困问题。

我国扶贫开发工作成果显著，尤其是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见表3-1）。2015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3 490万人，相比2014年下降了827万人，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19. 2%。各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的平均降幅达到了19%，其中内蒙古农村贫困人口降幅达到了30. 5%，脱贫效果显著。各贫困地区贫困发生率进一步降低，较2014年平均降低了约3. 3个百分点，但西藏、云南、甘肃、新疆、贵州的贫困发生率依然很高，均在15%以上，脱贫压
 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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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2015年中国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农村贫困监测调查。

（一）农业增长对农村脱贫至关重要

农业增长是否是农村脱贫的关键因素？关于这一点学术界存在
 争议。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认为，相比于中国其他产业的增长（工业、服务业等），农业增长对农村贫困的减少作用更加显著。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农业收入在贫困人口的收入中占主要部分，因此，农业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影响了贫困发生率。农业增长缓慢的地区，贫困人口农业收入增速慢，贫困人口减少和贫困发生率降低的速度也就慢；当农业得到快速发展时，贫困人口的收入因农业收入的增加而增加，贫困人口减少和贫困发生率降低的速度就相应加快（World Bank，2001）。支持该观点的学者（Ravallion，2008）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脱贫经验总结为以下两点：一是政府有效的政策供给以及日益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提高了小农户的生产率；二是有力的政府和有效的管理体系保障了制度的良好运行。因此这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在贫困问题上取得的成就主要依赖于良好的农业激励政策，他们将贫困人口的减少归功于农业增长。针对这一结论，有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中国减少农村贫困的经验在于，中国先采取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战略推动了工业化，实现了经济的腾飞，非农部门的壮大使得贫困农户有机会进入非农部门就业或从事非农业生产，农户非农收入的增加是减少贫困的主要因素。该理论还认为，在人多地少的情况下，优先发展附加值和净利润较低的农业来推动经济发展和减少农村贫困不一定是个良好的发展策略。

上述两种观点对农业增长与减少贫困之间的关系有着不尽相同的看法。前者认为农业增长是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的主要动力；而后者则认为，农村减贫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的发展。实际上这两种观点并不是真正相悖，产生这两种观点的根本原因在于致贫因素的阶段性特征。在第一阶段，我国面临着经济总量低、工业发展水平低、经济结构单一等问题，此时经济落后是贫困问题的主要原因。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工业、服务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吸收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这一阶段至少从两个方面缓解了我国的贫困问题：一是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非农收入，改变了农民的收入结构，丰富了农民的增收手段；二是改革红利、
 人口红利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对充裕的政府财政能够更高水平地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向贫困地区输送资金。在第二阶段，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加剧了区域不均衡状况，贫困农户从经济增长中获得的利益少于非贫困农户，经济增长带来的减贫效应被逐渐抵消，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日益降低。此时，我国贫困问题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是贫困人口高度集中在农村地区；二是贫困农户以纯农户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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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贫困农户农业收入低下是造成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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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贫困地区农户农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比重为42. 9%，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3. 5个百分点，且农业收入较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低1 222元。从这个角度看，缩小贫困地区农业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将使农村地区的贫困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因此，在区域经济存在失衡的情况下，发展贫困地区的农业，提高贫困地区农户的农业收入，是切实有效的扶贫措施。

由此可见，农业增长是现阶段农村脱贫的重要措施和必要前提。

（二）发展农业与摆脱贫困的内在联系

《墨子·非儒》在公元前400年就对发展农业和贫困的内在联系做了阐述：“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官吏不治理就会混乱，农事一慢就会贫困。农耕文明时期农业技术进步缓慢，这一时期“农事缓”主要是警诫人们要做到不违农时。在新时期，发展农业不仅要不违农时，更要及时更新农业技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提高生产效率，否则就是“农事缓”，贫困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发展农业和摆脱贫困的内在联系概括为以下几点：一是现代农业技术的发展提高了农村生产力，提升了农产品的价值；二是农业生产条件的改善高度等同于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三是农业发展提升了农民素质，丰富了农民的增收手段，提升了农民的增收能力；
 四是农业发展改善了市场环境，促进了农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要素流动。在生产能力方面，农业发展首先革新了农业生产技术，如大型农机具、生物育种技术、设施农业、灌溉技术等新技术的应用，从不同程度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方式，在提高农村生产力的同时，由于技术要素的加入，使得农产品的价值有所提升；在市场支持方面，随着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逐渐成为沟通农产品市场买方和卖方的桥梁，进一步增强了农业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资源从其他部门向农业部门流动提供了新的渠道；在人居环境方面，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高度统一，如在农业机械化快速发展的同时，农村机耕道建设一方面满足了农业机械的使用要求，另一方面也改善了农村环境，在农村水利、水电方面的投入，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同时也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在创收能力方面，农业发展过程中针对农民的各项培训，如种植养殖培训、农用机械培训以及职业教育培训等，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农户的创收手段，提升了农户的创收能力。

由此可见，农业发展分别从生产能力、创收能力、人居环境以及市场支持四个方面缓解农村贫困问题，既能实现贫困地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又能使农户生活水平得到提升，是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见图3-1）。

（三）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农业发展对减贫的另一个作用机制是，农业发展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进一步缓解贫困问题。

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表现为农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见图3-2），这一点在21世纪90年代以前尤为明显。1978—1990年期间，农业对国民经济的直接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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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平均值为18. 5%，其中1981年达到峰值40. 5%。这一时期，农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农业产出直接推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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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农业发展和摆脱贫困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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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1978—2015年农业直接贡献率


 农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表现为农业为其他行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随着工业、服务业的飞速发展以及农业机械化速度的加快，从2003年开始，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转移（见图3-3）：2003—2015年期间，农业劳动力以年平均3. 9%的速度由3. 62亿人下降至2. 19亿人，下降了约40%。与此同时，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迅速增加，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由2003年的1. 59亿人增加至2015年的2. 27亿人，年平均增幅为2. 9%；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由2003年的2. 16亿人增加至2015年的3. 28亿人，年平均增幅为3. 5%。劳动力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在由农业部门向其他部门流动的过程中，一方面起到了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另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间接地推动了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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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1978—2015年按三次产业分就业人数

综上所述，发展农业从两个方面缓解了贫困问题：一是农村社会分享农业发展成果，从生产能力、人居环境、市场支持、创收能力四方面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并提高了农户的生活水平；二是农业发展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经济增长进一步缓解了贫困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农业发展间接地缓解了贫困问题。因此，发展农业是摆脱贫困的重要途径。



注释


[1]
 参见《关于落实发展新理念加快农业现代化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若干意见》。


[2]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3]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三次产业分类依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制定的《三次产业划分规定》。第一产业是指农、林、牧、渔业（不含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二产业是指采矿业（不含开采辅助活动），制造业（不含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是指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行业。按照我国GDP数据修订制度和国际通行的做法，在实施研发支出核算方法改革后，对以前年度的GDP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修订。


[4]
 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5]
 2015年7月16日至18日习近平在吉林调研时的讲话。


[6]
 2015年12月24日至25日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7]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8]
 2016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的讲话。


[9]
 2015年3月9日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吉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10]
 2016年12月19至20日习近平在北京召开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时的讲话。


[11]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问题时的讲话。


[12]
 2016年3月10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13]
 2013年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农科院召开座谈会时的讲话。


[14]
 由农业部农村固定观察点体系统计数据整理得出。


[15]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国家统计局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


[16]
 农业直接贡献率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6》。





第二节 城镇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贫困问题由集中在农村地区向城市、农村并存的局面转变。城乡一体化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阵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要继续推进新农村建设，使之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互惠一体，形成双轮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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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城镇化（城乡一体化）模式是区别于欧美模式、亚非拉模式的第三种城镇化模式，主要特点是我国的城镇化避免了大规模的“贫民窟”的出现，这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有特色的制度安排密切相关。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在劳动力加速向城镇转移的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吸收进城农民并将之转化为市民，以减少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贫困问题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考验。

一、城镇化与贫困

（一）中国独特的城镇化模式

城镇化，从概念上来讲，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学科如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经济学等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城镇化的内涵做了阐述。若要简单地概括城镇化的内涵，那么可表述如下：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并成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城镇化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受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的影响，城镇化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欧美日为代表的欧
 美模式，欧美模式的城镇化的主要特征是城镇化率高、城镇居民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和稳定的收入；二是以巴西、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广大亚非拉地区的城镇化，该类型城镇化的主要特征是城市基础设施薄弱，存在大规模的贫民窟，城镇居民就业率不高、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等。上述两种类型的城镇化的划分依据，基本上等同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依据。因此，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城镇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水平，而不是社会制度：发达国家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掌握着现代化产业的关键技术并且阻止技术扩散，长期以来发达国家始终处在价值链的顶端，因此即便发达国家城市内部存在贫困人口，政府财政也有能力保障这部分人口的基本生活水平。相反，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依靠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生产低附加值的产品来带动经济增长，国民生产总值低，技术落后，产业集中在价值链低端，在国际市场中缺乏竞争力。

中国的城镇化是区别于以上两种模式的第三种模式。除了经济发展水平以外，制度安排对城镇化的效果也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中国城镇化区别于欧美模式和亚非拉模式之处。关于中国城镇化的特征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而现阶段这个比喻只有前半句符合现实情况：随着我国农村建设投入力度不断加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民收入稳步增长，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得到极大提高，说其像非洲已不再贴切。中国城镇化与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城镇化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如下：一是土地制度。我国农村现行的土地制度是集体所有制，即土地归全部集体成员所有，成员行使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集体所有制阻止了“赤贫”阶级的产生，起到了社会保障的作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使得农民收入进一步得到保障。这样的制度安排为农民提供了选择的权利，当在城市创业失败或收入太低时可以选择返乡务农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农民可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自由流动，这是我国城市没有贫民窟的主要原因。二是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设计之初，是为了将
 农业剩余控制在国家手中以支持工业发展，因此而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是体制性的二元结构。但是随着工业、服务业飞速发展，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这种城乡二元结构已变成保护性质的二元结构。第一，进城创业的农民依旧保留农村集体户口，同时保留的还有承包地、宅基地、自留地以及住房等，这种“农民身份”能够保证无论进城创业成功与否，家庭内老人、小孩的基本生存问题能够得到基本保障；第二，城乡二元结构限制了农村集体资产的流失，即非集体成员（城镇户口）无渠道获取集体资产，避免了城市资金“冲击”农村的现象，有效保护了农民的基本财产。

（二）城镇化与贫困的联系

城镇化能够有效减少贫困。这一结论是针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的，少数国家虽然城镇化率比较高，但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贫困问题。进一步地，城镇化和减贫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讨论：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城镇化在减少农村贫困的同时是否会导致新的贫困问题？

多维贫困涉及的因素除了收入以外，还广泛包括基础设施所提供的服务如自来水、道路交通、卫生设施以及社会福利保障等。多维贫困指数（MPI）是对人类贫困指数（HPI）和人类发展指数（HDI）的进一步完善，能够较好地反映多维贫困发生率及强度。多维贫困指数选取三个维度共10项指标来测度贫困：（1）健康维度，包括营养状况、儿童死亡率；（2）教育维度，包括儿童入学率、受教育程度；（3）生活水平维度，包括饮用水、电力、日常生活用燃料、室内空间面积、环境卫生以及耐用消费品。多维贫困指数越大，说明贫困问题越显著。通过选取95个国家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城镇化率数据，我们初步分析了城镇化与贫困之间的关系（见图3-4）。

图3-4展示了城镇化率与多维贫困指数的关系：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贫困问题有缓解的趋势。值得指出的是，在已有的样本
 中，多维贫困指数为0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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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38个，其城镇化率的平均值为53. 1%；多维贫困指数小于0. 2的国家有65个，其城镇化率的平均值为54. 3%。多维贫困指数大于0. 2的国家一共有29个，其中城镇化率不足40%的有20个，占总数的69%，这29个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仅为36. 4%。据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多维贫困指数较高的国家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城镇化率低。这一结论不是绝对的，存在着限制条件，如伊拉克的城镇化率为69. 26%，多维贫困指数却高达94，是95个样本中多维贫困指数最大的国家；再如吉布提（位于非洲东北部，政局不稳且战乱频仍），虽然城镇化率高达77. 2%，但多维贫困指数为0. 36，意味着该国家存在着严重的贫困问题。因此，在政治稳定、外交环境相对和平的前提下，城镇化率与贫困发生率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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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全球部分国家贫困问题与城镇化率的关系

注：城镇化率的计算方法为城市人口与总人口的比。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三）城镇化带来新的贫困问题

城镇化在消除贫困的同时导致了新的贫困问题。

首先是部分人群贫困脆弱性有所上升。经济学中的脆弱性指一定条件下家庭应对风险的能力不强，往往关注的是对福利损失的货币测量，贫困脆弱性被定义为在未来给定的时间内，一个人的福利低于预定水平的可能性。城镇化增强了部分人群的贫困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城市劳动力收入受经济波动、就业环境、产业政策等因素影响，收入流趋于不稳定，因此脆弱性上升；二是进城务工劳动力所从事的报酬低风险高的职业，提高了其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有限的收入和不完善的医疗保障极易让农民工陷入“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因此脆弱性上升。

其次是贫困人口集中密集分布。目前我国有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密集分布，出现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的区域流动。2009年我国流动人口为1. 8亿人，至2016年流动人口增加至2. 45亿人，增长了36%。流动人口主要分布在15~30岁这一年龄段，因此贫困地区的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源、人力资源等极度匮乏，发展陷入停滞并逐渐走向深度贫困。

最后是产生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城镇化发展扩大了城市与乡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差距，产生了“寒门再难出贵子”的社会现象。网络热词中的各种“X二代”描述的就是一种贫困、富裕或者社会地位的代际传递现象，贫困问题也会产生类似的传递效应，出现所谓的“穷二代”。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教育资源的差异，因此，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是保障贫困人口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精准扶贫、教育扶贫等新思路、新方法，有针对性地解决了新发展阶段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困境，是对扶贫开发体系的完善和补充，为解决中国城镇化进程中暴露出的问题提供了创造性的思路。

二、城镇中的新贫困人群

城镇化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规模空前的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贫困问题成为扶贫开发工作现阶段面临的巨大挑战。城镇化进程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如农业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业人口非农化、城镇数量增加及规模扩张等，均是形成大规模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在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逐渐产生了新贫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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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是：第一，农民工群体未能实现市民化。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到2. 82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 69亿人，约占农民工总数的60%。大量农民工在城市中居住，从事高风险低报酬的体力劳动却不能享受相对完善的医疗保障，同时缺乏必要的就业保障以及相对稳定的收入水平，随时可能陷入贫困。第二，留守人口、流动儿童成为新贫困人群。在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同时，产生了两类人群：一是留守人群，主要包括留守妇女、留守儿童以及留守老人；二是流动儿童，即随父母外出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中国的儿童贫困：现状与对策》显示，2013年我国仍有16. 7%的儿童（约1 080万人）处于相对贫困线以下；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 102. 55万人，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 88%，全国有城乡流动儿童3 581万人，其中农村流动儿童达2 877万人。大量贫困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着生活、学习、心理问题，是未来扶贫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三，城市数量、规模的扩张产生了大量的失地农民。城镇化是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经阶段，城市规模扩张、数量增多使大量城镇郊区的绿地、农地转为建设用地，一方面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较低，另一方面失地农民缺乏生存技能，存在就业困难，使得失地农民成为城镇化进程中
 的新贫困人群。

（一）新贫困人群的变化趋势

城镇化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扶贫开发工作的趋势和方向：首先，新贫困人群的出现降低了贫困人口的识别效率，提高了贫困人群的救助难度；其次，贫困问题由过去的以农村贫困为主，转变为现在的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并存。因此，扶贫开发的方法、目标需要随趋势变化做出相应调整。

部分农民工在城镇化进程中可能会成为新贫困群体，是未来扶贫开发工作的主要瞄准对象。农民工群体是流动人口的主要构成部分，且总量逐年增加。2008—2016年期间，我国农民工总量从约2. 25亿人增长至约2. 82亿人（见表3-2），增加了25. 3%。其中，外出农民工从2008年的1. 4亿人增长至2016年的1. 69亿人，虽然外出农民工人数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有所下降，由62. 3%下降至60. 1%，但仍然占据农民工总量的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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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2008—2016年我国农民工规模变化情况（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农民工收入水平低、权益保障不完善、生活条件差，极易陷入贫困。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3 275元，其中东部地区为3 454元，中部地区为3 132元，西部地区为3 117元，低收入水平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其陷入贫困的风
 险。另外，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不完善、生活条件差是潜在的致贫因素（见图3-5）。农民工群体中，享受工伤保险的仅占农民工总数的26. 2%，享受医疗保险的仅占农民工群体的17. 6%，大部分农民工因此长期处于低报酬、高风险的工作环境中，一旦出现工伤事故或感染疾病，就会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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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2016年农民工生活条件、权益保障情况

注：权益保障情况是指参与某项保险的人数占农民工总量的百分比。

外出农民工对输出地的贫困问题还产生了间接影响，如劳动力资源转移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业发展：第一，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中部、西部转移面临着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潜在威胁。2016年输出农民工数量按地区分的占比情况如图3-6所示，经济相对落后的中部、西部地区输出劳动力占总数的62%，约1. 16亿人。近年来，随着中西部地区生产设施、道路交通、市场环境等硬件条件不断提升，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有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趋势，充足的人力资源是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劳动力向外转移将对产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第二，劳动力转移改变了输出地的人口结构。从年龄分布来看，21~40岁这一年龄段的青壮劳动力占农民工总数的50. 6%，按照这一比例，全国每年大约有8 550万青壮劳动力向外
 转移，由于多数转移劳动力主要向东部地区集中，所以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人口结构面临着“两头大、中间小”的困境。

[image: picture]


图3-6 2016年农民工输出地区、年龄段分布情况

留守人群的贫困问题，尤其是留守儿童、流动儿童面临的健康问题、教育问题是未来扶贫开发工作的难点。城市中大量的流动人口、低收入群体与流动儿童、农村留守儿童是城市贫困问题的“AB面”，二者表象不同，本质相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不仅着力解决“看得见”的贫困问题，而且高度重视“看不见”的贫困问题，即留守儿童、城市流动儿童的教育、生活、心理问题。

一般而言，流动儿童是指流动人口中的0~17岁的儿童，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之后的人口。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留在原籍不能与父母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户籍地在农村的留守儿童为农村留守儿童。从家庭层面来看，贫困家庭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在学习资源、生活条件、家庭教育等方面与一般儿童的差距，是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全国15~17岁的高中学龄阶段农村留守儿童规模高达809万人，这些儿童一旦终止学业，受父母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比农村其他儿童更有可能立即加入流动人口的队伍中。一旦外出打
 工，他们的身份便立刻转换为“新生代流动人口”（吕利丹，2014）。从国家层面来看，儿童是国家人力资源的基础，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营养健康状况、受教育情况直接关系到国家未来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将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规模与分布情况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定义，儿童是指0~17岁的人口。根据《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2010年我国0~17岁的儿童约2. 72亿人，其中城镇儿童人口约1. 25亿人，占全部儿童总数的46%，农村儿童人口约1. 47亿，占全部儿童总数的54%（见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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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2010年流动儿童、留守儿童数量情况

资料来源：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国儿童人口状况——事实与数据2013》。

2010年全国1. 055亿儿童受流动人口的影响，占儿童总数的38. 8%。其中流动儿童3 580万人，留守儿童6 970万人。受流动人口影响的儿童中，农村流动儿童占流动儿童总数的80. 4%，农村留守儿童占留守儿童总数的87. 5%。因此，解决流动儿童、留守儿童贫困问题的着力点是在广大农村地区。从流动儿童的地区分布上来看，第一，流动儿童在特定区域的集聚效应明显，如劳动力输入大省广东（409万人）、浙江（281万人）、江苏（214万人），以及劳动力输出大省四川（190人）、山东（194万人）。第二，流动儿童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中部、西部劳动力主要向东部转移，受此影响，流动儿童也主要分布在东部省份。

综上所述，解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贫困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扶贫开发工作的难点和重点：首先，现阶段我国存在基数庞大的
 流动、留守人群，其中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水平是导致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要以解决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为抓手。其次，庞大的流动人口给扶贫开发工作增加了难度。大量的流动人口的存在一方面降低了贫困人群的识别效率，另一方面，增加了贫困的维度，如教育维度、心理健康维度、生活设施维度等，这对现有的扶贫制度和措施提出了挑战。最后，解决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的贫困问题是消除贫困的根本措施。儿童是家庭的未来，是国家的希望，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以教育为切入点解决贫困问题是消除贫困的“治本”措施。

三、新贫困人群的脱贫策略

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制度需求，主要聚焦于户籍、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城乡对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探索了一系列扶贫开发策略，提出了创新性的扶贫开发思想，总结了新形势下的扶贫开发理论，以及时适应形势变化、满足制度需求，包括社会保险扶贫、城乡教育一体化、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等。

（一）社会保险扶贫

城镇职工和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见表3-4）。在医疗保险方面，2014年城镇职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为74%，而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仅为17. 6%，这意味着农民工不仅收入水平低于城镇职工，而且面临着极大的风险，随时可能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养老保险方面，2014年城镇职工的参保率已经达到了87%，而农民工的参保率仅为16. 7%。在城乡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城乡二元结构下形成的基于户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大量进城务工人员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如在农村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无法享受城镇医疗保障。因此，如何将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对接，成为了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扶贫开发工作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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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城镇职工和农民工社会保障差异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2017年8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颁布《关于切实做好社会保险扶贫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农民工、贫困人员、因病致贫者、特大病患者等出台了综合保障措施，概括起来就是：第一，参保缴费大幅降低。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由财政给予补贴，同时农民工应参加工伤保险，且农民合同制工人本人不缴纳失业保险费。第二，贫困人员医疗费用大幅降低。《意见》指出，对贫困人员降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对因病致贫者提高医保受益水平，对特大病患者提供综合保障。第三，农民工收入得到保障。农民工失业后可申领一次性生活补助，贫困劳动力遇到工伤时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可先行支付。

（二）城乡教育一体化

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是教育扶贫，其中城乡教育资源的差异性是教育扶贫工作中的难点。所以，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是扶贫
 开发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主要矛盾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城乡教育资源的失衡；二是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基础教育问题。

为了解决城乡教育资源失衡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等化发展。义务教育均等化是指教育资金均等化、师资均等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农村地区的教育资金投入水平与全国投入水平的差距在逐渐缩小（见表3-5）。现阶段，推进义务教育均等化主要是实现师资均等化，首先是推进优质高中配额到校政策。教育部于2014年颁布《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要将不低于50%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并完善操作办法。其次是促进师资流动，合理配置教师资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公办学校标准化和校长教师交流轮岗，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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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农村生均义务教育投入情况

为了解决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的基础教育问题，采取的措施是加快发展学龄前教育，促进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研究表明，对儿童的早期发展与教育的投资会带来高额回报，是打破贫困代际传递最具有效的策略。
[4]

 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1月颁布的《国家贫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2014—2020）》指出，要坚持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多种形式扩大贫困地区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具体措施，并明确要加大中央财政有关学前教育发展重大项目、农村学前教育推进工程和省级学前教育项目对集中连片特困区的倾斜支持力度。



注释


[1]
 参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
 多维贫困指数为0的国家在图3-4中未列出。


[3]
 根据定义，新贫困人群包括下岗失业人群、工作中的低收入者、双重边缘的贫困者、新市民中的脆弱者、女户主单亲家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老龄化中的老年人群体、受气候变化灾害影响的新型贫困者。


[4]
 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30年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3.





第三节 区域发展战略与减贫

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时指出，北京、天津、河北人口加起来有1亿多，土地面积有21. 6万平方公里，京津冀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历史渊源深厚、交往半径相宜，完全能够相互融合、协同发展。

一、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

从地理位置上看，京津冀包括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省的石家庄、保定、唐山、廊坊、沧州、秦皇岛、张家口、承德、邯郸、邢台、衡水11个地级市。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至此，京津冀区域迎来了重大发展机遇。

但是，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同时，还要认清潜在的矛盾和问题。首先，北京、天津的城市发展产生了“虹吸效应”，透支了周边城市的增长潜力。北京、天津位于京津冀区域的中心位置，长期依靠集聚周边城市的生产要素发展，进而带来医疗、教育、基础设施的集聚，周边地区的人才、资金不断涌向中心城市，从而使周边地区的发展陷入停滞。其次，京津冀地区存在着严重的生态问题。生态问题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过量人口过度排放废水、废气而产生的环境污染，这一类型的生态问题可以通过综合治理措施加以缓解；二是由地理位置决定的如石化、沙化、盐碱化等自然生态环
 境恶化，涉及坝上高原、燕山山区、太行山区等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人才、资金的流失，加之自然环境恶劣，使得京津冀的外围区域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隐患。

因此，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景下，如何解决京津冀外围区域的贫困问题，使外围贫困带跟上城市集群的发展步伐，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环京津贫困带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环京津贫困带是指在北京、天津周围呈环形分布的连片贫困区，这一概念是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技术援助项目《河北省发展战略研究》（2004）中被首次提出的。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
[1]

 中，燕山—太行山区覆盖了河北、山西和内蒙古三省共33个国家贫困县，其中河北省的22个贫困县（见表3-6）位于京津冀区域内，这22个县的覆盖范围与环京津贫困带的覆盖范围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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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环京津贫困带

注：截至目前，表中部分县已完成贫困县摘帽，还有部分县撤县改区，故环京津贫困带贫困县少于22个。

图3-7中圆点显示了22个贫困县（以下简称22县）的地理分布，弧线表示的是环京津贫困带的示意图。环京津贫困带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京津冀其他区域有着巨大差异：在地区生产总值方面，
 2015年环京津贫困带内的22县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值为74. 6亿元；2015年京津远郊5县（以下简称5县）地区生产总值的平均值为197. 1亿元，是22县的2. 6倍。在人均GDP方面，5县2015年人均GDP为51 274. 4元；22县人均GDP为20 515. 6元，仅为5县人均GDP的40%。其中，人均GDP最低的曲阳县为10 903. 8元，仅为5县人均GDP的21. 3%（见图3-8）。

[image: picture]


图3-7 环京津贫困带示意图

资料来源：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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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环京津贫困带人均GDP与京津远郊县人均GDP比较

注：京津远郊5县包括蓟县、固安县、香河县、大厂回族自治县、密云县（密云县2015年撤县改区，在此之前仍视作京津远郊县）。图中横线表示全国人均GDP。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22县和京津远郊5县除了在经济发展上存在巨大差距以外，在公共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医疗保障水平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2015年，22县公共财政收入的平均值为4. 4亿元，5县公共财政收入的平均值为39. 3亿元，是22县的8. 9倍；22县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平均值为90. 1亿元，5县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平均值为255. 3亿元，是22县的2. 8倍；22县固定电话用户的平均值为2. 5万户，5县固定电话用户的平均值为7. 6万户，是22县的3. 04倍。环京津贫困带与京津远郊县、京津冀其他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还表现在各项基础设施如生产设施、交通水利、文化教育设施等方面。

（二）环京津贫困带的形成原因

环京津贫困带是现阶段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低洼地带”，是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短板”，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又一难
 题。形成环京津贫困带的原因有很多，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北京、天津产生的回波效应使周边县市人力资源大量流失，周边城市的发展因缺乏必要的生产要素而陷入停滞。二是生态抑制性贫困是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一方面，环京津地区，尤其是北京北部承担了水源供应、防固风沙等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部分产业的发展因此受到抑制，因而陷入贫困；另一方面，环境恶劣的地区生产条件差，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容易陷入长期贫困、反复贫困。

回波效应使得环京津地区的贫困问题不断循环、积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缪尔达尔提出了回波效应以解释落后地区为什么越来越落后：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区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周边地区的发展速度降低。与之相对应的是扩散效应：位于经济扩张中心周围的地区，都会随着经济扩张中心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北京、天津的发展对周边地区产生抑制影响的主要原因是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从人口结构上看，2010年北京人口为1 961. 2万人，20~39岁年龄段的人口为855. 7万人，占全部人口的43. 6%
[2]

 ；同时，北京常住流动人口总数为704. 5万人，20~39岁这一年龄段的常住流动人口为442. 2万人，占全部流动人口总数的62. 8%。这一数据表明，流动人口为北京提供了相对充足的青壮年劳动力。进一步分析流动人口的来源，可发现超过80%的流动人口来自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中部地区。从省份来看，来自河北的流动人口为155. 9万人，占北京全部流动人口的22. 1%；来自河南的流动人口为98万人，占北京全部流动人口的13. 9%；来自山东的流动人口为59. 8万人，占北京全部流动人口的8. 5%。根据上述数据估计，仅河北、河南、山东三省就为北京至少贡献了
 约197万青壮年劳动力。因此，河北、河南和山东三省是受回波效应影响最大的三个省份，这与现实情况基本相符。这三省临近京津冀城市集群，受北京、天津快速发展的影响，大量的人才、资金从这三省向京津集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发展。考虑扩散效应，其影响范围有限，远小于回波效应的影响范围。这一点可以从京津远郊县与环京津贫困带的发展差距得到证明。据估计，京津扩散效应的覆盖范围大约为50千米，京津远郊地区如密云区（密云县）、昌平区（昌平县）、顺义区、通州区、房山区、大兴区、香河县等区县，紧跟京津发展步伐，近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保障、教育资源等方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提升，成为京津快速发展过程中受益最大的周边地区。反观京津发展的回波效应，从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发展情况来看，回波效应的覆盖范围至少为300千米，影响最大的地区基本处于北京半径150千米的范围之内，覆盖了环京津贫困带的大部分地区。因此，京津发展的回波效应大于扩散效应是形成环京津贫困带的主要原因。

区位因素导致环京津贫困带主要以生态抑制性贫困为主。生态抑制性贫困的内涵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最初，生态抑制性贫困来自对环境与贫困问题的研究，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年发布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提出：“穷人为了生存被迫过度使用环境资源，而他们对资源的过度开采进一步造成贫穷。”这一时期生态抑制性贫困主要是指，对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当生产能力被透支以后人们丧失了持续获得收入的机会，因此陷入贫困。接着，在此基础上有研究开始关注生态脆弱性和贫困的耦合关系，认为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居民收入较低且严重依赖环境和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Reardon& Vosti，1995），环境问题和贫困问题陷入恶性循环，费孝通（1987）的相关研究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生态环境相对脆弱的草原地区，居民主要依靠放牧和粗放型种植谋生，这二者均依赖环境并且直接利用自然资源，破坏性的生产
 活动打破了生态平衡并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引发贫困问题。近年来，有学者（张佰瑞，2007）根据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将生态抑制性贫困的内涵拓展为直接性抑制和间接性抑制：直接性抑制指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导致区域经济发展条件恶化，最终使经济发展落后；间接性抑制是指一个区域在一个更大的区域经济发展带中处于生态屏障和生态涵养区的地位，从而限制了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导致该区域出现累积性贫困。

环京津贫困带既有生态直接性抑制贫困，又有生态间接性抑制贫困，目前以间接性抑制贫困为主。根据国家发改委于2017年2 月3日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明确新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类型的通知》，河北省新增22个县（市、区）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见表3-7），其中阜平、涞源、易县、曲阳等11个县（市、区）处于环京津贫困带的范围内。被划定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县（市、区）需要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区定位谋划社会经济发展，强化生态保护功能，对其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张家口，承担着防固风沙、涵养水源的重要责任，张家口地区的资源开发和农业生产因此而受到很大的限制。为了保护官厅水库、密云水库的水质不受污染，政府关停了上千家污染相对严重的企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如赤城县，实施生态保护工程以后，赤城县承担着防固风沙的重要责任，各项保护绿地、林地的措施对当地畜牧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据不完全估计，牲畜存栏量因此降低了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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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2017年河北省新增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减贫途径

2015年4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纲要指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核心是有序疏解北京的非首都功能，调整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走出一条内涵集约发展的新路子，探索出一种人口经济密集地区优化开发的模式，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形成新增长极。在规划纲要中，对北京、天津、河北三省市的功能定位进行了说明，明确河北省是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

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设定，环京津贫困带大部分属于生态环境支撑区，是北京、天津城市集群的生态屏障和生态涵养区，承担着京津冀都市圈重要的生态保育功能。在此背景下，环京津冀贫困带的脱贫路径要严格坚持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的原则，以生态文明建设为主，探索出一条“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可持续发展扶贫开发之路。

发展与生态环保相适应的特色农业产业是切实可行的扶贫措施。环京津贫困带的脱贫措施既要满足生态环保要求、实现生态涵养功能，又要提升农民收入、保障农户生计，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是切实可行的脱贫措施。河北省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建立了无公害蔬菜、马铃薯、小杂粮、油菜、油葵等特色农业产业基地（见表3-8）。从特色农业产业基地的分布情况来看，以环京津贫困带内的贫困县为主。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特色农业，不仅能够起到生态涵养、修复生态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满足京津城市集群对农产品的需求，有效提升贫困县农户的收入水平。另外，建立特色农业产业基地，能够较好地促进农业集约化发展，能够有效沟通农业生产和市场，增强农业吸引资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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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河北省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资料来源：兰传海.环京津贫困带扶贫开发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5（2）：71-86.

建立特色农业基地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特色农业产业基地促进减贫的具体作用机制是：特色农业产业基地可促进地理标志产品的产生，从而推动当地特色农产品产业化，增强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农产品的价值，进而促进农民增收、减少贫困。地理标志
 产品不仅代表着高于一般产品的品质和信誉，而且还意味着更高的产品附加值。地理标志产品的产生，一方面需要农产品具有一定的“独特属性”，另一方面还要求农产品广泛包含文化和社会因素。因此，地理标志产品的产生存在一定的难度。但是，这种难度是相对于影响范围而言的，比如要产生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地理标志产品，除了需要大力宣传、挖掘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外，消费者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接受并且认同该地理标志；如果仅是在某一地区（如京津冀地区）内形成某种特色地理标志产品，则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比如“蓟县核桃”“燕山板栗”“北寨红杏”“平谷大桃”等，特色地理标志产品的产生，能够有效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进而充分发展生态旅游、生态采摘等新型农业项目。

二、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崛起

长江经济带是指长江流域附近的经济圈，包括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上游成渝经济区，以武汉为中心的中游城市群和以南京、上海为中心的下游长三角地区，覆盖云南、四川、重庆、贵州、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上海共11个省（直辖市），面积约205万平方公里，承载了全国42. 8%的人口并贡献了全国44. 7%的国民生产总值，具有独特的优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

2016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并于同年9月正式印发，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一轴”是指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构建沿江绿色发展轴；“两翼”分别指沪瑞和沪蓉南北两大运输通道；“三极”是指长江三角洲、长江中游和成渝三个城市集群，充分发挥城市集群的辐射作用，形成三大增长极；“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的支撑作用，加强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与互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一）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逐渐进入了经济新常态。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进入经济新常态以后，我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经济发展环境，亟须转变经济结构、推动行业企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平衡、协调发展，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在经济新常态下，党中央谋篇布局，打造以“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为引领的经济轴带，培育区域协同发展的增长极，充分发挥城市集群的辐射带动作用，描绘出了一幅经济可持续稳定增长的发展蓝图。长江经济带是“沿江横向经济轴带”，贯穿全国11个省（直辖市），是协调东部发达板块与中部、西南欠发达板块的区域协调战略经济带，能够有效推动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同时通过打造内河经济带激发西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潜力。2014年9月12日，国务院发布《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长江通道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最重要的东西轴线，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同时还指出了长江经济带的四个战略定位：一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沿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二是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统筹人口分布、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激发内生发展活力。三是沿海沿江沿边全面推进的对内对外开放带。加强与“一带一路”的衔接互动，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横贯中西、连接南北的开放合作走廊。四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范带。统筹江河湖泊生态要素，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水清地绿天蓝的生态廊道。

因此，长江经济带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是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具体来讲：

第一，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大、产业结构先进，能够发挥良好
 的带动作用。2016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直辖市）地区生产总值共15万亿元，占全国GDP总量的20. 2%；三省（直辖市）人均GDP为9. 75万元，大约是全国人均GDP的1. 95倍，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同时，长三角地区是我国主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制造基地，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十分发达，昆山、苏州等地已经形成了电子设备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在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的背景下，立足中、上游地区的比较优势，将高新技术制造业向中、上游扩散、转移，进而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形成新的增长极。

第二，长江经济带资源禀赋优势明显。长江经济带大部分地区光、热、水、土条件优越，全国九大商品粮基地中，太湖平原、江淮地区、江汉平原、鄱阳湖平原等六个商品粮基地位于长江经济带中，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同时，长江经济带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 15~59岁人口共3. 9亿人，具有明显的劳动力资源优势。

第三，长江经济带具有相对完备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区域竞争力强。目前，长江经济带已初步形成以黄金水道为依托，水路、铁路、公路、民航、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发展的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根据《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到2020年长江经济带要实现310亿人客运量、270亿吨货运量的交通运输量，届时将极大地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二）贫困问题是长江经济带面临的严峻挑战

长江经济带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与挑战：

一是沪宁城市集群与中、上游地区存在断崖式的发展差距。长江经济带横贯东西，从山地丘陵到高原平原，地形地貌差异决定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的平均城镇化率为56. 7%，基本与全国平均水平（56. 1%）持平。长江经济
 带内部省份之间差异较大。2015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直辖市）的平均城镇化率为73. 3%，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平均城镇化率仅为44. 3%；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2015年，上海、江苏、浙江三省的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 83万元，云南、贵州、四川三省的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 54万元，仅为苏浙沪三地的40%。长江经济带上游区域和下游区域在城市建设、经济结构、民生保障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挑战之一。

二是长江经济带面临着严峻的贫困问题。除了内部省份存在发展差异以外，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区域分布着大量国家贫困县，面临着严峻的贫困问题。据统计，我国592个国家贫困县中，有258个贫困县分布在长江经济带中，占全部贫困县总数的43. 6%；长江经济带内有贫困人口2 037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4 335万人的47%
[3]

 。长江经济带覆盖秦巴山区、乌蒙山区、四省藏区、武陵山区、大别山区等7个连片特困地区，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达1 518万人，占全部连片特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总数（2 182万人）的69. 6%。因此，长江经济带扶贫开发工作面临着巨大挑战。

（三）发展农业是摆脱贫困的关键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理念要先进，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生态环境保护摆上优先地位，涉及长江的一切经济活动都要以不破坏生态环境为前提，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因此，长江经济带扶贫开发工作要坚持绿色发展理念，以农业开发为主，发展现代化农业，实现绿色崛起。

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农业发展潜力巨大。2005年以来，长江经济带粮食产出稳中有升，主要作物产量持续增长，农产品种植结构有所变化，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见表3-9）。长江经济带农业产出在2005—2015期间表现出两个
 特征：一是粮食产量稳中有升。2005年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约为2亿吨，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为41. 4%；2015年长江经济带粮食产量增长至约2. 35亿吨，较2005年增长了17. 5%，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比重下降至37. 8%。其中，稻谷产量由2005年的约1. 2亿吨增长至2015年的约1. 4亿吨，增长了约16. 7%，尽管长江经济带稻谷产量占全国稻谷总产量的比重有所下降，由2005年的68. 3%下降至2015年的65. 8%，但是长江经济带仍是我国稻谷主要产区。二是农业结构不断调整，经济作物比重不断上升。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油料作物的主要种植区域，占全国总产出的40%以上，2005—2015期间长江经济带油料产出从1 450. 9万吨增长至1 644. 62万吨，增长了13. 4%，占全国油料总产出的比重略微下降，由47. 2%下降至46. 4%。蔬菜、烟叶、水果的产量大幅上升。蔬菜产量由2005年的约1. 9亿吨增长至2015年的约2. 9亿吨，增长了52. 6%，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由34. 2%上升至37. 3%；烟叶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由67. 3%上升至70. 6%，水果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重由23. 1%上升至26. 6%。由此可见，长江经济带在粮食作物产量稳步增长的基础上，调整了经济作物在农业产出中的比重，作为我国主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农业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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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 长江经济带农业产出情况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打造地区特色农业产业，挖掘农业增长潜力是实现绿色崛起、
 摆脱贫困的有效途径。发掘农业的多功能性既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能实现生态涵养、文化传承等功能，是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的有效路径。长江经济带具有良好的农业资源禀赋，通过立足区域的比较优势，重组农业生产要素、优化产业结构、塑造农业产业功能，实现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探索出一条长江经济带扶贫开发的绿色崛起之路。重庆市丰都县肉牛全产业链诠释了“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发展逻辑，是长江经济带实现绿色崛起的一个缩影。丰都县地处三峡库区，承担着重要的生态涵养功能，具有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大责任。因此，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丰都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全产业链开发，目前丰都县已经形成了集规模种草、饲料生产、良种繁育、生态育肥、粪污利用、精深加工、综合交易于一体的产业发展体系。不仅如此，丰都县以农业发展为主导，结合肉牛产业开发民俗文化旅游，建设三峡库区生态城、国际旅游文化名城。充分挖掘农业的多功能性是丰都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是实现绿色崛起切实可行的发展路径。

（四）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如期实现脱贫的硬件保障

完善的基础交通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命脉，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提，是带动贫困群众脱贫致富的先决条件。长江经济带中、上游区域贫困发生率普遍高于下游区域，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前者的交通条件比后者差。正所谓“想致富，先修路”，要实现长江经济带协同发展，充分激发中部地区、西南地区的增长潜力，建设相对完善的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是前提。

国务院于2014年9月12日发布了《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2014—2020年）》，指出，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需要在目前的基础上，建设更高水平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见表3-10）。具体来讲，就是要以沿江重要港口为节点和枢纽，统筹推进水运、公路、铁路、航空、油气管网运输体系建设，打造网络化、标准化、智能化的综合立体走廊，提高黄金水道的辐射水平，带动腹地发展。综合立体交通走廊的建设，能够放大
 城市集群的辐射范围：加大对边远地区的交通建设力度，尤其是长江经济带内生态资源丰富的地区，如恩施、张家界、九寨沟、香格里拉等，有利于充分挖掘当地的生态资源，实现“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的转变；加大对城市交通枢纽的建设力度，一方面能够打通主要城市之间的联通障碍，实现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另一方面能够以省会城市为中心，以多个中小型城市为支撑，实现资源的高效配置，进一步释放城市增长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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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 长江经济带综合交通网发展目标

总而言之，实现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崛起，首要任务是解决2 037万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其核心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内在要求、坚持绿色发展，在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同时，挖掘农业多功能性，探索农业发展新动能，实现贫困人口收入的可持续增长，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



注释


[1]
 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的精神，国家在全国共划分了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加上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共14个片区680个县，上述11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包括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


[2]
 数据来源于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


[3]
 国家统计局2017年统计数据。





第四节 扶贫开发重要的理论创新:精准扶贫

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时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经过全国范围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我国贫困人口大量减少，贫困地区面貌显著变化，但扶贫开发工作依然面临十分艰巨而繁重的任务，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增强紧迫感和主动性，在扶贫攻坚上进一步理清思路、强化责任，采取力度更大、针对性更强、作用更直接、效果更可持续的措施，特别要在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上下更大功夫。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扶贫开发工作的困难与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6月18日在于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期间，听取了对“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对改革开放以来扶贫开发工作的成就及现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做了高度概括，并指示了未来扶贫开发工作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时期，扶贫开发工作也逐渐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为了适应转变、确保全面脱贫如期实现，党中央高瞻远瞩，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制度创新，不断完善扶贫开发体系，坚决落实制度保障，探索出了一条以“精准扶贫”为基本方略，以“五个一批”为具体实现路径的扶贫开发路线，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一）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实现全面小康最艰巨的任务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打赢脱贫攻坚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到2020年，农村贫困地区要实现“两不愁三保
 障”，即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保障义务教育、保障基本医疗、保障住房安全，届时要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

（二）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扶贫开发工作，减贫效果显著

2012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为9 899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 3%，我国进入扶贫开发工作“最艰难”的阶段
[1]

 ，减贫工作难度之大前所未有。尽管面临严峻的考验，我国扶贫开发工作还是取得了一系列成就：

一是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不断缩小。截至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规模为4 335万人，较2012年减少了5 564万人，平均每年脱贫人口达到1 000万人以上；从各省份的情况来看，贵州省减少的贫困人口最多，从2012年923万贫困人口下降至2016年402万贫困人口，减少了521万人。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为4. 5%，较2012年的10. 2%下降了5. 7个百分点；从各省份的情况来看，除了贵州、云南、西藏、甘肃、新疆以外，其余省份的贫困发生率均降到了10%以下。

二是贫困地区
[2]

 农村居民收入明显提升，生活质量显著改善。2016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总数为2 654万人，较2015年减少了836万人，下降幅度达到23. 9%；从贫困发生率来看，2016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10. 1%，较2015年下降了3. 2个百分点；在收入增长方面，2016年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 452元，较上年增长了10. 4%，其中工资性收入较上年增长了12. 7%；2016年人均转移净收入为2 021元，较上年增长了17. 4%；在生活质量改善方面，全国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明显提升，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通宽带农户的
 比重较上年提高了8%，能集中处理垃圾的农户的比重较上年提升了7. 6%，能够便利地上幼儿园的农户的比重较上年提升了3. 6%，贫困地区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三是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扶贫效果突出。连片特困地区是扶贫开发工作的重点区域，2016年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贫困人口数量为2 182万人，较2015年减少了693万人，下降幅度达24. 1%；2016年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贫困发生率为10. 5%，较上年下降3. 4个百分点。从各片区来看，罗霄山区和西藏脱贫效果最为显著，贫困人口减少幅度分别达到了28. 2%、28. 9%；除此之外，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大别山区贫困人口的减少幅度都超过了25%。在收入增长方面，2016年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 348元，较上年增长了10. 9%，高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率2. 7个百分点。

（三）尽管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扶贫开发仍然面临巨大挑战

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攻坚克难的阶段，一些潜在问题也逐渐暴露在实践过程中。

第一，贫困人群收入实现可持续增长是一大难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十三五”时期要实现贫困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要求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可持续增长，但从现在的数据来看，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主要来自转移净收入的增长，如果剔除转移净收入的贡献，仅靠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增长难以实现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如果贫困人群的收入无法实现可持续增长，那么其贫困脆弱性将大大提高，未来随时可能再度陷入贫困。因此，如何实现贫困人群收入可持续增长，是未来扶贫开发工作所面临的一大难题。

第二，政府单方面扶贫后继乏力，需要多种社会主体参与、形成合力。政府是扶贫开发的主力军，是贫困地区实现脱贫的外源拉力，但是随着扶贫开发工作的不断推进，政府投入产生的“边际效
 益”不断降低，需要刺激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产生内源推力以消化扶贫资源。市场、社会具备高效配置资源的能力，有助于在贫困主体内部形成内源推力、提升扶贫效率。因此，如何打破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扶贫边界，是深化精准扶贫需要探索的重要问题之一。

因此，为了实现贫困地区农村人口脱贫，党中央做好了顶层设计，建立了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强调“七个强化”“五条经验”，严格落实脱贫攻坚报告制度、责任制度、考核制度等保障性制度，坚决完成农村人口脱贫这一最艰巨的任务，保障全面小康如期实现。

二、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省花垣县排碧乡十八洞村考察时首次做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2014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切实做到扶真贫、真扶贫，确保在规定的时间内达到稳定脱贫的目标；201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两会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瞄准扶贫对象，进行重点施策”，进一步阐释了精准扶贫理念；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再一次指出“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有力的举措、更加有效的行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确度，扶到点上、根上，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2015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中国在扶贫工作中采取的重要措施，就是实施精准扶贫方略，找到‘贫根’，对症下药，靶向治疗”。

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为落实精准扶贫战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六个精准”的要求，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
 贫成效精准。“六个精准”是落实精准扶贫的本质要求，是深入实践精准扶贫方略的核心和关键。

扶持对象精准，要求健全贫困人口识别机制。《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指出，国家制定统一的扶贫对象识别方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坚持扶贫开发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有效衔接，按照县为单位、规模控制、分级负责、精准识别、动态管理的原则，对每个贫困村、贫困户建立档案卡，健全全国扶贫信息网络系统。

项目安排精准，要求实现因人施策、因户施策。明确致贫因素是实现项目安排精准的前提。据数据显示，疾病、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动力是致贫的主要因素，其中因病致贫的农户的比重为42. 1%，因缺资金致贫的农户的比重为35. 5%。因此，根据贫困户档案卡的数据资料，分析每一个贫困户的致贫因素，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能够大幅提高扶贫资金的使用效率，确保扶贫措施达到效果。

资金使用精准，要求完善扶贫资金使用方式。要做到项目安排精准，做到因人施策、因户施策，就必须建立灵活的资金使用制度，要求基层政府做到：第一，找准贫困对象，将扶贫资金输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第二，找准贫困原因，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帮扶措施，提高脱贫效率；第三，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监管，要以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分配和使用扶贫资金。

措施到户精准，要求提高扶贫措施的脱贫效率。措施到户精准实际上是解决扶贫效果的问题，即识别了贫困户、提出了扶贫措施以后，如何落实的问题。现在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即扶贫措施确实到户了，但是效果很差。这是因为贫困户在技术、资金、理念、市场信息等方面存在缺陷，扶贫措施没有真正在贫困户内“落地生根”，因此地方政府在保障措施到户精准的过程中，尤其要注意贫困户个人素质的提升，确保扶贫措施产生效果，提高扶贫到户的效率。


 因村派人精准，要求发挥干部协调资源的能力。因村派人精准要求基层政府做到：第一，因村精准选派，根据各个贫困村的现实情况选派“对口”干部，如贫困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则应该重点选派交通、财政方面的干部；第二，因人精准选派，通盘考虑领导班子结构，组建年龄结构合理、人员专长互补的团队，夯实精准扶贫工作队伍的力量。

脱贫成效精准，要求保障贫困人口“真脱贫”。要在扶贫开发过程中，切实发挥贫困人群的主观能动性，避免采取揠苗助长的方式搞“表面脱贫”，着力提高贫困人群的参与度，推动贫困人群收入实现可持续增长，切实保证脱贫质量，保障贫困人口“真脱贫”。

“六个精准”是落实精准扶贫的内在要求，“五个一批”则是实现精准扶贫的具体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决好“怎么扶”的问题，要按照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具体情况，实施“五个一批”工程，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五个一批”充分体现了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的科学扶贫思想，具体来讲：

第一，采取易地搬迁脱贫措施的主要是西北偏远地区。这些地区具有一些共同特征，概括起来为“六难”，即种地难、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交通难和娶亲难。想要在这些地区实现消除贫困的目标，只有选取生态环境更加优良的地区实施易地搬迁，从根本上消除贫困。第二，虽然采取扶持生产、就业的脱贫措施能够立竿见影，但需要资金支持。习近平总书记已调研的16个贫困地区中，有8个地区采取了扶持生产和就业的方式摆脱贫困。如湖南凤凰廖家桥菖蒲塘村，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下建立了生态水果产业基地，开展葡萄、柚子、猕猴桃等高附加值经济作物种植，极大地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创收难的问题。第三，采取教育扶贫，扶贫周期长但“功在当下，利在千秋”。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教育扶贫，在多次重要会议上强调教育对于扶贫开发的重要
 性，他说“发展乡村教育，让每个乡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是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大事。”但是具体到实践中，教育扶贫存在以下困难。首先是投入资金大，扶贫周期长。教育投入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面广，完善教育系统需要健全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相对充足的人力资源投入，对于多数贫困地区来说心有余力不足。其次是现阶段教育体系建设正处在摸索阶段。乡村教育目前面临着向县级层面整合的趋势，完善乡村教育面临着来自人力、物力、资金等多方面的约束，各地乡村教育发展停滞不前。第四，低保兜底是消除贫困的最后一道防线。对于老弱病残等缺乏谋生手段的贫困群众，低保兜底是保障其基本生活水平的主要手段，是实现全面脱贫的最后一道防线。



注释


[1]
 国际经验表明，当贫困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重下降到10%以下时，减贫工作将进入最艰难的阶段。


[2]
 贫困地区包括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片区外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共832个县。





第四章 反贫困的中国经验：经济增长与区域均衡

经济增长是中国大规模减贫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在摆脱贫困的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7. 7亿人，到2015年，贫困人口减少为5 575万人，根据2010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 300元的扶贫标准，我国贫困人口减少了92. 8%。这不仅仅是中国扶贫工作的卓越成就，更是中国为世界减贫战略作出的杰出贡献。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增长对减贫的边际贡献逐步递减。改革开放后，由于各地自然条件如地理结构、气候变化、地缘区位、资源禀赋的差异，造成了中国经济重心向更具有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转移，在国家“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作用下，沿海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增长对大规模减少贫困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大，也产生了贫困问题上的新挑战。由于收入结构变化滞后于经济增
 长，劳动要素、资本要素自发性地向第二、三产业流动，向沿海地区流动，造成了城乡间、区域间的不均衡，产生了贫困。但是，区域经济发展失衡，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结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世界上任何经济体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一般都会产生贫困，这也符合库兹涅茨所描述的贫困和经济增长的倒U形关系。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通过反贫困制度供给（如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精准扶贫以及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缓解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政策供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用“看得见的手”弥补了市场经济的不足。在贫困和低收入地区，政府通过“看得见的手”把经济增长的蛋糕以政府转移支付的方式进行再分配，减贫效应非常显著。政府转移支付可通过民生类的政策和产业型政策来实现。在民生政策上，政府在农村实行了全面低保政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合作保险，在多个社会保障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在产业政策上，农业补贴、农村金融、新型经营主体扶持、美丽乡村建设等政策不断健全和完善，对农民脱贫致富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精准扶贫已经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最鲜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带有方向性意义的重大改革。这种更具针对性、更为精确的扶贫方式必然会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扶贫方式。国家以建档立卡的方式，将贫困户的致贫因素记录在案，再通过动态管理和精确考核调整贫困人口。精准扶贫对未来中国农村的减贫有着重大意义。





第一节 中国经济增长与反贫困成就

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通过两条路径推动脱贫致富：一是经济增长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提供就业机会，从而减少绝对贫困；二是中国
 经济增长为政府提供税收和财力，政府通过再分配手段保障中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收入差距。

一、中国经济增长对反贫困的贡献

（一）中国经济腾飞的相关理论回顾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研究有很多，不同学者从不同方面对中国经济起飞的原因进行了总结。例如林毅夫（Justin Lin，1990、1991）等从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包产到户着眼，分析了中国经济起飞的制度原因和内在逻辑，目前其又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出发，强调了政府产业政策和有为政府的重要意义。许成钢、钱颖一等人强调了财政分权、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MPF）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认为中国的制度和转型具有特殊性，影响了各地经济的发展状况，形成了区域间竞争。薄智跃（Zhiyue Bo，1996），马斯金（Maskin，2000），周黎安、李洪彬（2005），姚洋（2015）等人认为政治晋升的地区经济激励导致地方政府的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行为，并可能会影响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张五常、周黎安强调了中国县域间竞争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认为各地政府争相发展经济是经济起飞的驱动力。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高增长为中国反贫困事业提供了前提和物质保障，改善了贫困人口的基本生存状况和生活条件。

（二）中国反贫困的主要成就

《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显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 7亿人减少到2015年的5 575万人，减少了92. 8%。《中国扶贫开发报告2016》认为中国在“十三五”期间的脱贫攻坚应该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核心，提高扶贫对象的能力，提倡授人以渔的扶贫方式，发挥政府、社会以及市场三方的力量，实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减贫战略。

从表4-1中，我们可以看出2010—2016年全国贫困人口人数
 以及发生率产生了巨大变化，扶贫标准的不断提高也从侧面证明了我国贫困人口生产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中国的贫困人口不断降低，从2010年的1. 656 6亿人减少到了2016年的1 240万人。贫困发生率也从17. 27%下降到了4. 5%，这充分说明了我国反贫困战略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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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2011—2016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数据及发生率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扶贫办网站。

从图4-1中，我们可以看出1978年至今，中国经济一直处在高速增长阶段，1978年中国GDP总量为3 645亿元，到2016年GDP总量达到676 707亿元。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说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得到显著提高，为国家减贫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农村扶贫开发稳步推进

中国农村地区目前已经成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一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贫困发生率降低。二是中国农村实现了新农合、新农保全覆盖。三是中国义务教育不断普及，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完善，农村及广大偏远地区陆续通电、通路。四是中国农村人均收入持续提高，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长期快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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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1978—2016年GDP总量

2016年，我国国民经济保持了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有好的发展态势。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6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744 127亿元，比上年增长了7. 4%。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2 363元，相对于上一年的11 422元，增长了8. 2%。2016年农村贫困人数为4 335万人，比2015年下降了1 240万人，下降幅度为22. 2%，贫困发生率为4. 5%，比上年下降了1. 2个百分点，农民生活显著改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地区减贫取得了辉煌成就。1978年以来，中国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从超过30%下降到了5%以下，基本实现了消除贫困的目标。随后，中国政府毅然提高了贫困人口和贫困发生率的标准，将脱贫工作从消除绝对贫困变为消除相对贫困，给政府工作加担子，为中低收入居民谋福利。在此背景下，新口径下的中国贫困人口超过7 000万人，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超过10%。这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也为中国的减贫工作带来了新的空间。1978—2014年中国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情况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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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1978—2014年中国农村地区贫困发生率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住户调查年鉴》。

从脱贫致富角度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常年增速保持在10%以上，高于中国经济增速和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城乡相对差距逐步缩小。

如图4-3所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家庭人均纯收入在1978—2014年期间呈持续上升趋势，1978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约为134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43元，到了201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1 19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1 421元。在这37年中，城镇与农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基本保持一致。

二、经济增长与反贫困关系的再平衡

经济发展会对反贫困工作带来巨大助力，新时代下，如何进一步提升经济发展在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作用值得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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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中国城镇与农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情况

注：2013年前农村居民收入数据来源于独立开展的农村住户抽样调查。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带领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进入21世纪后，经济增长对减贫的作用在逐步递减。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劳动力、技术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工业部门的迅速膨胀，城乡区域差距不断扩大，产生了城乡间的失衡。而资源禀赋等自然地理条件和国家倾向沿海地区的发展策略的共同作用造成了地区间的失衡。不同区域的非均衡发展产生了贫困现象，种种矛盾都在追求经济效率的过程中凸显，但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这类地区禀赋差异巨大的国家所面临的巨大挑战。


 解决区域失衡问题实际上就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带来的贫困问题，反贫困不再仅仅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产生活需要的问题，还是解决收入增长带来的收入差距不断加大的问题。就此，中国进行了战略上的调整，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分税制改革后建立起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及精准扶贫，都是为了解决区域间发展失衡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也就是贫困问题。

中国在面对区域发展失衡问题时进行了多方面、多维度的重大战略调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区等战略，在1994年更是建立了纵向的中央转移支付制度、横向的东中部地区对口支援政策，在解决地区间发展失衡问题上取得了辉煌成绩。再者，早期农村以工农业剪刀差的形式向国家纳税，将剩余补贴给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城乡差距不断扩大，国家为解决对农村的历史欠账问题、增进农民福利，相继出台了许多利农惠农富农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在保障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致力于消除地区间的发展失衡及由此带来的贫困问题。为兼顾整体经济增长与消除区域贫困两大目标，国家试图通过不同的机制逐步缓解、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





第二节 区域发展失衡是扶贫开发的新课题

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区域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是长期存在的，东、中、西部地区地势呈三级阶梯状由西向东逐步下降延伸向海洋，而经济发展水平则由东向西逐步下降，地区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如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城市群的经
 济发展水平远高于内陆地区，在2015年，江苏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为70 000亿元，而新疆同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为9 300亿元，江苏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是新疆的七倍有余，并且差距是逐步扩大；当然，沿海地区内部之间、城镇与农村间也存在着失衡，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一、中国区域发展失衡的主要特征

（一）东、中、西部地区间发展失衡

改革开放最大的经济成就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革是通过以市场机制替代以往的计划机制逐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的，改革开放最大的经济特征就是市场化。东、中、西部地区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地缘位置以及资源禀赋的不同是发展失衡的客观原因，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在非均衡发展战略指导下，国家的发展重心必然向各方面条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沿海地区转移，这也造成了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失衡。2015年东部地区GDP约占全国GDP的58%，而中部地区GDP不到东部地区的一半，西部地区GDP更低。例如，沿海地区的上海、中部地区的湖南以及西部地区的新疆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就存在很大的差距，并且差距在逐步扩大。可以江苏、湖南、新疆为例进行说明。

2000年，江苏的生产总值为8 553. 7亿元，湖南为3 551. 5亿元，新疆为1 363. 6亿元，江苏的生产总值是湖南的2. 4倍，是新疆的6. 3倍，并且差距在不断拉大。2015年，江苏的生产总值为70 116. 4亿元，湖南为29 047亿元，新疆为9 324. 8亿元。虽然江苏的生产总值仍为湖南的2. 4倍，但是两省生产总值的差距从5 002. 2亿元扩大到了41 069. 4亿元。江苏与新疆相比较，二者生产总值之比更是提高到了7. 5倍（见图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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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江苏、湖南、新疆的地区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如图4-5所示，2000年江苏的人均GDP为11 765元，超过全国的人均GDP，湖南为5 425元，新疆是7 372元，江苏的人均GDP远远高于其他两地。不同地区人均GDP差距仍然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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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江苏、湖南、新疆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二）省内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同一个行政区域内仍然存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即使是沿海地区，其内部也存在着差异，并且差异也较为明显。例如江苏省的苏南地区与苏北地区，苏南地区（苏州、无锡、常州、南京、镇江）作为江苏省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以仅占全省四分之一的土地贡献了全省50%以上的生产总值。

从图4-6中可以看出，2000—2015年苏南、苏北地区生产总值呈上升趋势。2000年苏南地区的生产总值为4 815亿元，苏北地区为1 878亿元，苏南地区的生产总值仅为苏北地区的39%，两地生产总值的差距为2 937亿元，并且差距在逐年扩大，在2015年，两个地区间生产总值的差距已经扩大到24 954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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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苏南/苏北地区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江苏统计年鉴》。

从图4-7中可以看出，2000—2015年，苏南、苏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呈上升趋势。2000年，苏南地区人均GDP为23 185元，苏北地区为6 166元，2015年，苏南地区的人均GDP达到了12. 58万元，整整比苏北地区高出了7万元。两地区之间存在巨大
 的差距，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差距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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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苏南/苏北地区人均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历年《江苏统计年鉴》。

（三）城镇和农村地区间的发展失衡

中国城镇与农村地区间的经济失衡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前，工农业剪刀差使农村剩余向城市部门、工业部门转移，城乡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更高的产业流动。在二者共同作用下，农业省份普遍落后，农村人均收入提高缓慢。

从图4-8中可以看出，2000—2015年城乡人均收入呈上升趋势。2000—2001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为5%，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为9. 2%，2001—2002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为4%，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为12. 2%，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还降低了一个百分点。从平均每年的增长情况（年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来看，2000年到2015年，城镇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为11. 2%，而农村居民的年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为11. 4%，我们不能因为农村和城市的增长率基本持平就认为中国已经完成了扶贫，因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数小，它天然就应该获得更高的增速、更大的扶持才能实现区域均衡。在基数这么小的情况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
 和城市保持一致，显然其绝对差距是在不断扩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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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

注：2013年以前，城镇地区为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地区收入指标为人均纯收入；2013年以后，由于城乡一体化改革，农村和城镇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标发生了变化，此处数据为新口径。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中国区域发展失衡的内在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40年间进行了世界范围内最为宏大的市场化改革，再加上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复杂的地理因素，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系列的遗留问题，导致中国区域失衡的原因异常复杂。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在发展经济学的范畴内，后进国家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产生地区间的失衡是经济发展的一大客观规律。因此，这里将从自然因素、制度因素等方面分析导致中国地区间失衡的主要原因。

（一）自然因素造成了区域经济实力差异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不同地域之间在地缘位置、气候
 环境、地形地貌和资源禀赋上存在着差异，这是区域发展失衡的客观原因。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向海洋倾斜，呈三级阶梯状。三级阶梯由西向东，第三级阶梯（东部地区）是中国大陆向海洋自然延伸的部分，是中国的近海大陆架，它包括渤海、黄海的全部，还包括东海的大部分海域以及南海的部分海域。第三级阶梯是以冲积平原为主，降水充沛，向西有着密布的河网，沟通了中国东西部的交通，有利于沿海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第三级阶梯向东是太平洋，由此也奠定了中国国际贸易大国的区位优势。中西部地区虽然地势辽阔，面积占全国面积的60%以上，但是其中沙漠、高原占中西部地区的60%以上，不适合农业、工业的发展。其中，以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塔克拉玛干沙漠最为典型。黄土高原的黄土土质疏松，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在河流与地下水的浸泡后极易出现大型的山体滑坡，这是中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水旱灾害频繁，农业基础差，当地居民生活贫困。云贵高原上广泛分布的石灰岩长期受流水的溶解侵蚀，地面没有漏斗，地下多溶洞、地下河等，地势极为复杂，不利于农业耕种，并给水库修建等基础设施建设增添了困难。塔克拉玛干沙漠是中国最大的沙漠，面积达33万平方公里，在平均年降水不超过100毫米的情况下年平均蒸发量高达2 500~3 400毫米，不适合人类居住。西部地区南北走向的横断山脉，由许多平行山脉组成，地势由北向南逐渐降低，山高谷深的地势结构极大地阻碍了东西交通。通过对东、中、西部在地形、气候、水域上的比较，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东部地区在自然地理条件上的优势，这是造成区域发展失衡的客观原因，中国的14个特困连片地区都位于自然资源匮乏地区。

再者，区域间资源禀赋的不均衡也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中国自然资源种类丰富，数量较多，但是分布极为不均衡，以水资源、矿产资源以及化石能源尤为突出。中国南部地区是亚热带季风气
 候，相较于北部的温带季风气候，南部降雨量远大于北部，再加上南部多大江大河，南部水资源丰富程度远高于北部。有色金属主要分布在南方，铁矿主要在北方。而化石能源则主要分布在东部与西部。资源分布不均衡客观上决定了区域间发展的不均衡。

（二）制度因素部分加剧了区域间的发展失衡

1.计划经济政策催生了地区间的发展失衡

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村与城市间普遍存在城乡差距，工农业剪刀差以及户籍制度是城乡差距产生的主要原因。中国城乡之间的户籍制度严重束缚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造成了就业人口无法在企业、行业、地区之间进行转移，造成了农村人均收入提高缓慢的事实。而工农业剪刀差将农业部门的绝大多数剩余留在了工业部门和城市部门，完成了工业部门的原始积累，也使得中国农业省份发展普遍落后。

再加上计划经济时期各地产业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衡，扩大了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例如，东北地区形成了国家重工业基地，工业化和现代化起步较早，而河南等地缺乏工业投入，长期成为中国的粮仓和粮食调出大省，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再如湖北省，获得了东风汽车厂的十堰市发展迅速，迅速和周边地区拉开差距，人力物力迅速向十堰市集中，人为地形成了区域间发展水平差距。

改革开放前，在工农业产品的长期交换中，农产品价格低于其价值，工业品价格高于其价值，由这种不等价交换形成的剪刀状差距即剪刀差。剪刀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已经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个时期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日益扩大，发展成为中国工农业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工人和农民之间的一个重大政治经济问题（巴志鹏，2005），与工农业剪刀差相配套的统购统销政策、户籍制度和农业合作化运动更是加剧了这一经济政策的后果。

据原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估计，从1953
 年实行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到1985年取消统购统销期间，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是6 000亿~8 000亿元，即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无偿从农民手里拿走了6 000亿~8 000亿元资金（储著胜，2013）。如果说为了工业化的起步和发展，剪刀差政策是一个必然选择的话，那么国家的工业化程度较高后，政府应当通过相关的政策尽可能快速缩小工农业的剪刀差，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实现全面发展。

2.改革开放后，国家未能采取有效政策阻止区域失衡进一步加剧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以及城乡结构进行了调整，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政策目标从追求区域均衡发展转向了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区域非均衡发展，在“先富带后富”、城乡二元结构、投资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以及国企改制等政策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区域间发展进一步失衡。

中国区域发展战略在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分为两个阶段：1979—1990年的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和1991年至今的区域协调发展阶段（魏后凯，2008）。

1979—1990年，国家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确立了向东部倾斜的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1980年国家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1985年，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苏南地区被列为开放地区，1990年又开放了浦东新区。几大经济特区的设立，极大地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产生了牵引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区域间的发展失衡。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对中、西部地区缺乏高效的传导机制，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1991年至今为区域协调发展阶段。针对1991年以前国家政策引起的区域失衡问题，国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国家级发展战略。政府通过转移支付、税收优惠、
 企业改革等方式缩小东西部的发展差距，缓解东北经济停滞、中部发展塌陷、西部经济落后的问题。

但是在区域协调发展阶段仍然存在贫困问题。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资源配置。劳动力虽然能够向任何地域转移，但是城乡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主要的影响对象是农村人口，户籍制度降低了农村人口的实际收入，他们不能享受本地居民所享有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福利。农村人口的高生活成本、较低的实际收入也降低了城市反哺农村的能力，整体上加大了区域与区域、城市与城市、城市与农村间的收入差距。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的不平衡。

传统的扶贫政策的边际贡献逐步下降。传统粗放式的扶贫方式已经不再适应中国发展的现状。国家每年都向贫困地区拨款，但是却出现了越扶贫越贫困的现象，扶贫资金的获益者大多数是贫困地区相对富裕者，而真正“没有条件”的人却享受不到扶贫资金所带来的收益，这是中国区域均衡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也是扶贫开发中存在的主要矛盾。

三、应正确看待中国在转型时期出现地区间发展失衡的状况

（一）中国高速发展伴随着区域差距逐步扩大

改革开放最大的经济成就在于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改革就是要逐步用市场机制来替代以往的计划机制，通过市场逐步实现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改革开放最大的经济特征就是市场化。基于库兹涅茨的相关理论，我们会发现一旦市场机制占据主导，那么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工农业部门间的非均衡程度将加深，这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改革中的部分政策也会进一步加剧这种非均衡。

改革开放的另一大经济特征是工业化，尤其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轻工业为主导的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构成了中国经济增长引
 擎的三驾马车之一。与此同时，我们在前文也提到对国有企业和重工业企业的改制计划也在同时期内逐步实施。因而，“粗老笨重”的重工业企业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小快灵轻”的轻工业企业逐步走上了历史舞台。而依赖产业政策、国家扶持的传统重工业企业和依赖民营资本的新兴轻工业企业在地域上均表现出集中分布的特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要素从东北、华北地区全面向东南沿海地区，无论是资本、劳动力还是技术。在这一时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生产率得到了巨大的提升并且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杠杆效应越来越强，地区间的失衡状况也愈发严重。

改革开放的第三大经济特征是城镇化，尤其是特大城市聚集。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经济特征同样更加倾向于出现在东南沿海地区。相对于内陆地区，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很早就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城市聚落，尤其是长三角地区，多个城市的协同发展非常值得研究。此外，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逐步发展和连片也使得地区间的发展失衡问题显得更加严重，武汉、南京、杭州等地构成了中国一二线城市的核心。

（二）后发地区在经济增长中处于劣势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发展，产业分工逐步深入，后发地区面临脱贫致富和经济增长等多种压力。目前，部分后发地区存在历史欠账多、人均收入低等情况，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失，对外资和产业的吸引力相对下降，后发地区在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竞争中处于下风，区域发展出现强者恒强的特征。这对后发地区的扶贫和开发造成了压力。中国面临着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固化甚至恶化的压力。这直接导致了人口和资源继续向东部地区集聚，西部地区失去了内生动力和产业集群，必须依靠外生的动力进行弥补。从总体上看，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政策的导向和特征都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相对于内陆地区在剔除了地区禀赋的影响之后仍然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经济政策导向形成了合力，使得中国地区发
 展失衡的状况愈发明显。这是中国转型发展时期难以避免的问题，但是在长期和当下都值得重视和研究。

（三）一定阶段内的区域失衡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的发展中国家几乎都经历了完整的工业化过程，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同时，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大多经历了地区失衡从扩大到缩小的过程，而目前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国家的地区失衡状况往往还在恶化，发展差异并未收敛。上述情况能够被库兹涅茨曲线很好地刻画，而库兹涅茨曲线背后的经济逻辑则构成了发展中国家看待地区失衡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库兹涅茨对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的分析是基于从传统的农业产业向现代工业产业的转变过程进行的。他认为收入分配会随着经济发展而趋于不平等，接下来在经历收入分配暂时无大的变化的时期到达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后，收入分配将趋于平等（钱敏泽，2007）。

站在全球的角度看，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家同样存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引起区域发展失衡的问题，区域间的失衡问题并不是中国所独有。在2017年7月28日，墨西哥《经济学家报》报道，墨西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7年一季度各地区经济增速情况，各地区经济增长差距明显，其中北部增速为3. 3%，中西部增速为4. 7%，中部增速为3. 1%，东南部下滑了1%。一季度，表现最好的州为阿瓜斯卡连特斯州（8. 8%）、南下加州（7%）、金塔纳罗州（6. 7%），表现最差的是东南部的坎佩切州（-10%）和塔帕斯科州（-11. 6%），这充分证明了墨西哥同样也存在着区域间发展失衡问题。澳大利亚作为后起的发达国家，其地理条件决定了绝大部分经济活动和人口分布在东南部和其他沿海地区。
[1]



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用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来解释。从全球
 来看，世界一半的GDP是由占世界土地面积1. 5%的地方创造出来的，而这么小的经济板块却居住着全球1/6的人口。同样，中国东部也只有国土面积的1/5，却创造了一半以上的GDP。规模经济的特性就是集聚。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经济密度增加1倍，生产率提高6%，而与中心城市的距离增加1倍，利润就降低6%。其实，大城市的集聚效应是最明显的，如纽约的地区生产总值超过美国所有其他州，人均GDP也名列世界第二，大巴黎区创造的GDP占法国的30%，东京和首尔的集聚效应则更大。中国小小的深圳某些年份的出口额也曾超过整个印度。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的增长就是靠局部来推动的，非均衡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常态（李迅雷，2013）。

（四）国家通过一系列政策工具平衡区域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区域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1949—1978年，国家以社会总福利降低为代价缓解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实现了一种低效率的均衡发展。1979—1991年，在国家“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的政策的指导下，东部沿海地区飞速发展，但由于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缺乏高效的传导机制，造成了全国区域间的失衡。在1991年之后，国家为解决区域间的失衡，进行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国家层面的经济活动（吕炜，2005），在1994年更是制定了中央层面的纵向转移支付制度和横向的东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跨区域对口帮扶政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经济总量快速膨胀，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政策也在不断完善，政府出台关于农村人口就业、农村补贴（支农惠农）、新农村建设、农村医疗教育文化、户籍改革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同样是为了实现中国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和推动落实国家的反贫困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致力于消除贫困和地区间发展的失衡。具体举措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二是地区内部的城乡联动发展；三是精准扶贫。



注释


[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墨西哥合众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





第三节 战略调整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摆脱贫困

虽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区域发展失衡是客观经济规律使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如果放任这一问题存在，不去解决，就会产生一系列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区域发展不平衡长期得不到缓解，差距扩大到一定程度，会进一步造成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中。发达地区会出现产能过剩、杠杆过高、库存过多等供给侧问题，也会出现人口过密、资源环境破坏严重、大城市病等衍生性问题。欠发达地区则相反，这就导致了区域发展的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更弱。尤其是在当前户籍制度未完全放开、城乡保障体系尚未一体化的背景下，会扩大地区和城乡差距，使一部分低收入者的生存成为问题，直接影响反贫困的进程。

国务院在1999年就提出并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在2003年又开始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战略，2006年又提出了中部崛起的计划，这些促进区域发展的举措事实上已经涵盖了除东部沿海地区之外的所有地区（李迅雷，2013）。据不完全统计，仅2008年以来国务院就批准了20个以上的区域振兴规划。李克强总理在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2016年的工作时再次指出：“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新的增长极增长带加快形成。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三大战略，启动建设一批重点项目。编制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实施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推动中部地区崛起，支持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又有1 600万人进城落户。发展的协同叠加效应不断显现。”并在2017
 年政府工作重点中指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要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 000万以上，完成易地扶贫搬迁340万人。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增长30%以上。加强集中连片特困地区、革命老区开发，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推动特色产业发展、劳务输出、教育和健康扶贫，实施贫困村整体提升工程，增强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推进贫困县涉农资金整合，强化资金和项目监管。创新扶贫协作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切实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实施最严格的评估考核，严肃查处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贫，确保脱贫得到群众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
[1]



为实现均衡发展、减少贫困，国家在政策上进行了重大调整，对中西部地区的政府投资逐年上升，但是投资规模的增长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经济繁荣。如从2001年到2010年，西部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全国的占比已经从16. 37%提高到了19. 58%，中部从14. 86%提高到了17. 14%，东部地区从54. 9%降至51. 9%，但从GDP占比看，1993—2010年，东部地区的GDP占比从49. 53%上升至53. 1%，中西部地区GDP占比不升反降，而且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高增长没能带来居民收入的大幅度提升。从绝对额看，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以居民储蓄为例，从2005年到2010年，东北的居民储蓄余额只增加了77%，虽然西部和中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差不多，均增长了100%左右，但从绝对差距来看，中西部地区储蓄余额之和与东部地区的差距从最初的1. 6万亿元扩大到了2. 8万亿元。以上数据显示出中国实现区域均衡的政策目标有着相当大的难度，还依赖于长期的努力和政策扶持。

一、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均衡发展、减少贫困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目的是平衡经济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追求经济效率是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即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公平则是指经济体内社会成员收入的均等分配。而公平与效益是鱼与熊掌的关系，经济学界大多数人认为两者难以兼顾，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公平与效率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能够兼顾的两大目标，通过不同的机制可以缓解、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申长平，200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公平和效率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改革开放前，中国为了实现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制定并实施了“三线建设”的经济政策，这是在国家意志下进行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是以社会总福利下降为代价缓解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不平等。这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影响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在改革开放之后，对经济效率的追求严重影响了区域间的均衡发展。区域均衡和经济效率是孪生姐妹，不同区域发展不均衡，会严重影响效率，而过分追求公平，同样会导致效率低下。1991年国家对之前的政策进行了调整，国家推动的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国家级发展战略都是为了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解决东北经济落后、中部经济塌陷的问题。1994年分税制改革过程中建立了政府转移支付制度，为的是进一步解决区域发展失衡问题。解决区域发展失衡问题的主要目的是消除贫困（刘溶沧，2002）。长期以来，中国采取的扶贫方式是对贫困地区进行有效的区域开发和政府投资，这有一定合理性的。中国大量的贫困人口在农村，在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区。国家针对贫困地区的区域开发式扶贫可以使大量贫困人口脱贫。

（一）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

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可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特殊转移支付。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不平衡以及地区之间的横向不平衡，国家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确立了中央转移支付制度，其主要表现形式是“抽肥补瘦”。分税制改革提高了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的宏观调控能力，在财政部的统筹下，可有目标、有计划地在地方政府间重新分配资金，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社会经济事业的协调发展，消除区域间的失衡。转移支付制度是世界上普遍用来缩小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差距、消除贫困的政策工具。

中央转移支付是公共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分税制改革后，为了解决地区收入和支出平衡的问题，确保富人和穷人能够同样享受教育、卫生防疫等公共资源，国家开始实行财政支付转移制度，主要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无偿拨款。目前中央对地方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有6种，即税收返还、原体制补助、专项补助、过渡期转移支付补助、各项结算补助和其他补助。转移支付制度在实施上分为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两种类型。一般转移支付主要体现在中央财政对地方的补贴上，地方政府可以自主安排资金用途，增加地方财力，解决中央与地方财力纵向分配不平衡的问题（王秀芝，2015）。专项转移支付则主要服务于具体的政策目标，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府规定的用途使用资金，包括中央对地方进行的社会保障、环境保护、救灾、扶贫等方面的转移支付。

但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专项拨款中也有不少扶贫项目是粗放式的扶贫，农村扶贫效率低且针对性不强，地方政府在识别贫困户上不精确，再加上普惠政策多而特惠政策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富人”先受益、“穷人”被挤出的现象，其本质还是“大水漫灌式”“高射炮打蚊子式”的扶贫。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大范围的贫困人口问题已经解决，国家对贫困地区进行区域性扶贫开发的效果开始减弱，精准扶贫的提出是对其最好的补充。

（二）地区间定点帮扶和政策支持

政府间转移支付是在各级政府间或不同地区的同级政府之间通过财政资金的无偿调拨调节各预算主体收支水平的一项制度（杨灿明，2003）。一般是富裕地区向贫困地区提供财政上的援助。中国政府的转移制度还是单一的、由上至下的转移支付体系，但实际上也存在横向转移支付的雏形：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进行对口支援，对口支援的实质是发达地区无偿地以转移支付、大型企业落户等方式支持不发达地区的建设。这已经具备横向转移支付的特征。比如中国湖南省对西藏山南地区的帮扶，湖南对口援助山南市已经有22年，从1994年开始到2015年，湖南向西藏累计派驻了305名援藏干部，援藏资金达12亿元，有309个项目落户。

但是随着大规模定点支援的深入实践，许多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定点支援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国家多年来的对口支援仍是政治动员式帮扶而未在法律上形成明文规定。再者，对口支援的激励机制也不健全，同级政府间往往存在政策持续性不强的问题，导致支援地和受援地的利益与目标不一致。最后，对支援地对受援地的帮扶效果到底如何，对减贫的作用怎样，缺乏有效的评估机制。

进入21世纪，经济增长对减贫的边际效用出现递减之后，相对于“漫灌式”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东中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滴灌式”的精准扶贫是一种更加规范、更加长效的转移支付模式。

二、精准扶贫实现全面小康战略目标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就开始通过定点帮扶带动落后地区发展。例如，湖南省从1984年起定点帮扶西藏的山南地区，通过教育扶贫、医疗扶贫、产业扶贫等诸多手段予以援助，成功促进
 了山南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90年代开始，党和政府开始将扶贫的目标从县下沉到村一级，通过专项资金向村级建设和扶贫提供资金，向“五保户”、低保户等困难群众提供帮扶，向城中村居民等弱势群体提供医疗、养老等保障。

但是，为什么贫困、如何摆脱贫困依旧是一本糊涂账。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不平衡程度上升，以区域开放为重点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效果的开始逐步下降，收入分配最低端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难以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这严重制约了中国反贫困事业的发展。如今扶贫开发工作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国家的扶贫工作面临着新挑战，精准扶贫是国家对新时期扶贫工作的积极应对与正确指引。

精准扶贫的重要思想最早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的，他说：“扶贫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精准扶贫，切记喊口号，也不要定好高骛远的目标。”2015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更是强调：“要以更加明确的目标、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有效的行动，深入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项目安排和资金使用都要提高精准度，扶贫到点，扶贫到根，让贫困群众真正得到实惠。”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制定了在2020年实现7 000多万人的脱贫的目标。精准扶贫的主要定义是扶贫政策和措施要针对真正贫困的家庭和人口，国家通过有针对性的政策帮扶贫困人口，从根本上消除致贫因素，达到脱贫目标。要实施精准扶贫首先要通过精准识别将低于贫困线的家庭和人口识别出来，并且找出致贫因素。其次，对识别出的贫困人口建档立卡，为扶贫工作提供贫困户的基本信息以制定帮扶措施。最后，将摆脱贫困的家庭和人口调整出档，将新产生的贫困人口记录归档。这样可形成一个动态的管理机制，保证精准扶贫的精准性。



注释


[1]
 2017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第四节 案例分析

一、贵州：内生动力与政策扶持

贵州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重点区域，位于中国西部地区的云贵高原上，处在中国的第一级阶梯。贵州海拔较高、交通闭塞，不利于贸易往来。20世纪末以来，中国的经济重心东移，政策向东部沿海倾斜，造成了东西部地区间的差异。在恶劣的自然地理环境和较差的投资环境的共同作用下，贵州省内产生了滇桂黔石漠化特困连片地区。

在贵州内生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中央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精准扶贫等政策弥补了当地基础设施和民生投资方面的欠账，缩小了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发展差距。同时国家通过政府投资政策激发了贵州的内生动力。例如贵州贵阳大力发展大数据产业和电子科技产业，已经成功形成了产业集群。贵州省历年财政收支情况见图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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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贵州省财政收支

资料来源：历年《贵州统计年鉴》。


 贵州省的财政支出远远高于本地财政收入，并随着时间推移，本地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越来越小。这说明中央对贵州、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在不断加大。1978年贵州省财政收入仅为6. 3亿元，财政支出却为12. 3亿元，财政压力巨大。在这一背景下，中央政府对贵州等省份进行了转移支付，通过一般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等形式予以政策倾斜。例如，2011年，中央对贵州省的转移支付已经高达1 476亿元，是贵州省本地财政收入的1. 9倍。中央通过转移支付、政府投资的方式激发贵州的内生动力，弥补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的不足和市场投资的亏欠，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区域间均衡发展的高度重视。

国家在利用政府投资政策激发内地省份内生动力上不留余力。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将大数据产业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贵州是唯一的数据综合试验区践行者。2015年11月，贵州省委提出了“十三五”时期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大数据与大扶贫相结合的战略规划。
[1]

 陈敏尔认为，大扶贫、大数据是两大战略行动，是贵州“十三五”的亮点，大扶贫是攻坚战，大数据是“突围战”。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贵州在2015—2017年就将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由原来的330亿元调增至500亿元，基础设施对大数据产业的发展起到了较为显著的引领作用。国家数据资源正在快速向贵州汇集。自2014年起就有200余个大数据信息产业项目落地，签约投资额超过2 400亿元。中央层面的转移支付是激发贵州省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激发内生动力是突破生态抑制性贫困的有效手段。2013年，贵州省有1 149万贫困人口，到2015年，贵州省贫困人口减少为493万人，贫困发生率降为14. 3%，贵州省的案例是国家扶贫工作中的样板。

二、温州：反贫困的辉煌成就

温州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反贫困事业的成功样板，也是东部沿海后发地区的典型代表。以温州为代表的落后地区，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政策扶持下，成功地实现了从贫困到富裕的巨大跨越，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

在改革开放前夕，温州经济发展水平低，增长极为缓慢。1957—1977年，温州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 12%，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仅为0. 6%。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工业部门受到了破坏，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0. 5%。而杭州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经济一直呈上涨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杭州GDP总量是温州的两倍有余，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温州GDP总量和杭州逐步拉近，经济增长速度更是高于杭州。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纵观温州的历史，温州就是一片很贫瘠的土地，不适合农田耕种，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海防前线。且温州人口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迁移，而且主要是战乱、饥荒等灾难因素造成的非自发性迁移。从经济能力上看，滞留在温州的往往是最贫困的人口。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依旧是一个贫困的地区，存在地缘条件差、交通闭塞、土地贫瘠、工业落后、人多地少等一系列问题。

改革开放后，温州的经济成就引人注目，创造出了全国闻名的温州模式。温州GDP总量、人均GDP在1978年后都呈逐年上涨趋势，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尤为显著。1994年温州的GDP总量的增速达到51. 3%，较杭州而言，GDP实现了赶超。在改革开放以来，温州GDP总量年均增速为16. 18%，杭州GDP总量年均增速为15. 91%。温州在各种资源条件都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实现这么高的增速并超过杭州，GDP总量达到4 618亿元，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奇迹。


 从图4-10、图4-11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温州、杭州的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化曲线趋同，且GDP的增长率为正，而人均GDP除了2011年、2015年以外，也均为正增长。温州能创造出经济发展的奇迹，和政府的政策是分不开的，1978年后，国家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向东部沿海地区的政策倾斜是温州经济腾飞的助燃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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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杭州、温州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笔者据历年《江苏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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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人均GDP增长率

资料来源：笔者据历年《江苏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温州模式的形成和发展是温州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温州当地政府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扶持是孕育温州模式的重要原因。李成亮认为，改革开放后政府对当地经济发展的政策扶持主要体现为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宽裕的政治环境，并且改善了民营经济发展的软硬件环境。1978年后，温州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发展实行了“无为而治”的战略方针，先后出台了许多突破当时政策的法规措施，如在1987年，温州颁布了第一个关于股份合作制的地方性规章《温州市关于农村股份合作企业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这些政策的出台，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增长，这让温州市在市场化体制改革中走在了第一梯队。



注释


[1]
 2015年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布局[N].贵州日报，2015-12-28（08）.





第五节 总结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主要归功于改革开放以来构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1978年之后，中国逐步用市场机制代替了以往的计划经济。在经济政策的作用下，大量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自发性地向东部地区集聚，实现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移。在追求经济效率最优配置的同时，出现了工农业部门的非均衡发展。这是国家区域发展失衡、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这是符合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

再者，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广阔的国土和复杂的地势结构等自然因素是区域发展失衡的客观原因，有些地区位于东部沿海，拥有适宜的气候、便利的水运和陆运交通条件，便于贸易；有些中西部地区气候恶劣、灾害频繁、土地贫瘠，这些客观原因造成了人力、技术、资本的转移，造成了内生动力的缺失，产生了贫困。


 新时代下，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事业需要进一步考虑效率和公平的关系，研究和关注经济增长和反贫困事业的互相促进。中国未来发展应该认识到经济增长是手段，而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最终目标，也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只有实现了全民小康和共同富裕，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热情，从而促进国家长治久安。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下，必然要解决贫困问题。也就是说国家在战略布局上要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界大多数人认为这两者难以兼顾，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公平与效率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能够兼顾的，通过不同的机制可以缓解、消除二者之间的矛盾。

确实，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也在区域发展、解决贫困问题上做出了重大努力，在20世纪90年代国家推行了诸多平衡区域发展的战略，1993年建立起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都是为了缓解、消除区域间的差异。其中，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更是进一步消除区域间失衡的重要举措，是区域间重要的补偿政策。当然，在中央转移支付过程中也存在不少粗放式的、大水漫灌式的扶贫项目，这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现象。因此，国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要求，这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补充机制，是新时期下国家扶贫开发工作的重心。2013年12月印发的《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和健全干部驻村帮扶机制的工作要求。2014年4月，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扶贫开发建档立卡工作方案》，指出建档立卡是精准扶贫的第一步，是对贫困家庭、贫困户的归档工作。2014年5月，国务院扶贫办印发了《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实施方案》，以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帮扶、管理和考核。在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制定了在2020年实现7 000多万人脱贫的目标。


 当前，脱贫攻坚也进入了决胜阶段。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有贫困县摘掉贫困的帽子，是党和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只有实现全民小康和共同富裕，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热情，从而促进国家长治久安。





第五章 反贫困的中国经验：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将扶贫开发作为国家发展的核心任务，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减贫成效。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扶贫工作以传统的救济式扶贫为主，政府以财政拨款、优惠保障政策等方式对农村进行输血式扶贫，以确保贫困地区居民的基本温饱问题能够得到解决。然而，随着扶贫开发进程的推进，中国的贫困人口开始出现地缘性分布特征，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贫困发生率逐渐与其他地区拉开了差距。由于受到经济、文化以及自然条件等因素的制约，传统的救济式扶贫难以帮助这些地区从根源上彻底摆脱贫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以产业扶贫为核心的开发式扶贫战略，以特定的贫困区域为对象，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通过改善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增强贫困地区居民依靠自身力量解决温饱、摆脱贫困的能力，从而实现由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的转变。

开发式扶贫战略的提出使中国的扶贫开发工作迈上了新台阶，但由于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在
 地理位置上高度重合，因此，在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同时需要兼顾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否则容易导致贫困地区的生态承载力突破极限，从而“反噬”地区发展能力，使贫困地区陷入“生态脆弱—诱发贫困—掠夺资源—生态恶化—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杨文静，2016）。近年来，中国政府意识到了生态保护之于扶贫开发的重要性，生态扶贫在中国扶贫工作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从1994年国务院在《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首次将贫困与生态一同提出开始，中国在推进扶贫工作的同时，积极探索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协同推进的方式方法。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摆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更是将“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列入中国精准扶贫工作的主要目标。这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已经将生态保护上升为扶贫开发的一种重要工作手段。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以来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对中国扶贫工作的开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扶贫开发要以生态保护为约束，绝对不能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子；生态保护要与扶贫开发进一步融合，成为摆脱贫困的新动能（王东宾，2015）。因此，扶贫开发需要做到产业扶贫与生态扶贫两手抓，才能实现贫困地区生产生活生态“三生共赢”、可持续发展。



注释


[1]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





第一节 产业扶贫：精准扶贫新战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推进扶贫开发工作的过程中屡创佳绩，贫困人口数量显著减少。然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开展导致中国不同区域间的贫困差距不断扩大，以往漫灌型的扶贫方式无法阻止贫
 困发生率逐渐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倾斜。为了缓解不同区域间存在的相对贫困，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新要求，中国的扶贫开发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精准扶贫不仅要求准确识别扶贫对象，明确谁是需要被扶持的贫困者，而且要求通过创新扶贫模式，实现资源配置到户，从而帮助贫困农户发展符合其自身条件的产业项目（凌经球，2014）。因此，因地制宜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是新时期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途径。

一、产业扶贫的概念与作用主体

产业扶贫指的是政府以市场为导向，以创造经济效益为目标，以贫困地区的资源条件为依托，通过扶持特色产业实现贫困人口增收，推动贫困地区发展的一种有效的扶贫手段。产业扶贫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发展符合贫困地区资源禀赋的特色产业，培养贫困地区居民自身的发展能力，避免对国家救济产生过度依赖，从而使贫困人口能够从根本上实现脱贫致富。

政府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整体规划、推行优惠政策、提供财政支持等，鼓励贫困人口和相关龙头企业积极参与到特色产业的发展中去，有利于提升产业扶贫的减贫成效。从中央政府的层面来看，只有解决了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才能实现。因此，产业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主要形式，可以上升到国家任务的高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做好顶层设计，并对地方各级政府的分层对接进行监督，确保产业扶贫能够顺利开展。从地方政府的层面来看，地方各级政府一是要负责中央政策的传达与落实，在引领特色产业发展的同时也确保产业精准到户的扎实推进；二是通过激励政策动员当地龙头企业参与产业扶贫，例如明确企业只有在吸纳贫困人口就业达到一定标准以上才在贷款和税收方面予以政策倾斜（刘建生，2017）；三是完善土地流转以及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扶贫的开展提供基础保障。

企业在产业扶贫的过程中起联结作用。贫困地区的特色产业的
 发展会受市场、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企业能够通过自身在销售平台、资金储备、技术培训等方面的既有优势推动特色产业的发展，将政府的扶贫开发规划与需要被扶持的贫困人口联结起来。通过参与产业扶贫，企业可以为教育文化水平较低的贫困农户提供统一的技术培训，还可以通过制定统一收购价的方式切实解决贫困地区人口的增收问题。企业也能够从参与特色产业扶持的过程中获得益处：一方面，企业参与产业扶贫有利于企业形象的树立，为企业未来的发展积累良好的口碑；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参与产业扶贫能够获得政府的各种政策倾斜，有利于盈利目标的实现。

贫困户是产业扶贫的直接受益者。贫困户在产业扶贫的推行过程中既可以作为主体也可以作为客体，是产业扶贫能否成功的关键切入点。贫困户通过参与产业扶贫，能够实现收入的增长，使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幸福感得到提升。切实体会到产业扶贫带来的好处能够提高贫困户参与特色产业扶贫的积极性，提高脱贫致富的动力。同时，通过参与整个扶贫过程，贫困户既可获得自我认可和实现自我提升，又可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奠定基础（刘建生，2017）。

二、产业扶贫的主要形式

（一）发展休闲农业

休闲农业是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以实现农民增收为目的，以农业景观资源为依托，通过融合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及服务业，发展农村观光旅游的一种新型农业发展模式。休闲农业的基本属性是：以充分开发具有观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和农业产品为前提，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游客参加农事活动等融为一体，供游客领略在其他风景名胜地欣赏不到的大自然浓厚意趣和现代化的新兴农业艺术的一种农业旅游活动（何景明，2002）。从广义的角度来说，休闲农业还包括休闲林业、休闲渔业、休闲牧业、休闲农家乐等。因此也可以说，休闲农业是以农业为基础，以休闲为目的，以服务为手段，以城市游客为目标，农业和旅游业相结合，第一产业和
 第三产业相结合的一种新型产业（郭焕成，2007）。

休闲农业具有广阔的市场。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中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于是，休闲农业作为新农村建设中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开始在全国各地，特别是距离城市较近的县、镇、村中开展了起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规模迅速扩大，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客源。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人均收入的增加为休闲农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由此可见，休闲农业这种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具有广阔的市场与良好的发展前景。

休闲农业具有丰富的功能性。作为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服务业三种产业相结合而成的一种新型产业，在发挥游憩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娱乐休闲的活动场所之余，休闲农业也通过创收促进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仅如此，休闲农业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通过吸引城市游客来农村观光旅游，促进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交流，增强了城乡间的互动，有利于缩小城乡间的差距。此外，发展休闲农业从一定程度上还能传播农村地区的民俗文化，有利于农村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案例5-1 休闲农业助推精准扶贫——以湖南省邵阳市城步县桃林村为例


2006年以前，桃林村这个偏远的小山村全村只有148户，总人口668人。那时桃林村村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只有300元左右。2007年，湖南省发改委进村扶贫，对全村进行规划设计，决定发展休闲农业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成立农家乐协会，负责协调游客接待;自发成立村民养殖合作社，发展养殖户20余户，形成了“养殖户+合作社+农家乐”的产业发展模式，每年可产出上万只生态鸡，满足了游客的消费需求;注册成立桃林古苗寨苗文化演艺公司，定期组织编排节目，既解决了部分村民的就业，又增加了村民的收入。现在桃林村里人人有事做，人人有钱赚，不办农家乐的在农家乐打工最少每天也能挣到100元。到了暑假，大一点的小孩子上山采野菜、下水捉鱼虾，一个假期下来每个人都能赚三四千元。如今去桃林村休闲度假的人越来越多，村民在家种种菜、采收山货、排练文艺节目，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

毗邻桃林村的边溪村和上水村的交通和区位条件要优于桃林村，两村村民看到桃林村因发展休闲农业而脱贫致富，羡慕不已。2012年扶贫工作组进驻后，村民主动向扶贫组提出要求，希望像桃林村那样搞休闲农业。现在边溪村以葡萄等精品水果产业为特色、上水村以紫荆花为特色发展休闲农业，3个村已形成各具特色的休闲农业专业村，该区域已成为休闲农业聚集区。近年来到这3个村休闲游的游客逐年递增，这里的老百姓正在向幸福生活挺进。

资料来源：罗宁，岳凯.休闲农业助推精准扶贫[J].湖南农业，2016，（06）: 8.

（二）发展乡村旅游

乡村旅游是以乡野农村的风光和活动为吸引物，以都市居民为目标市场，以满足旅游者娱乐、求知和回归自然等方面需求为目的的一种旅游方式（王兵，1999）。乡村旅游与休闲农业在概念上存在着一定的重合，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乡村旅游强调的是乡村的自然人文资源与旅游业之间的关联性，而休闲农业则主要强调农业与旅游业之间的联结。事实上，由于乡村旅游概念上的复杂性，不同的学者对乡村旅游的界定存在着一定差异，但是基本上都认同乡村性是吸引旅游者参与乡村旅游的基础。因此，乡村性应该被认定为乡村旅游的重要标志（何景明，2002）。

乡村旅游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由于长期处于繁重的工作、学习压力之下，因此十分容易被乡村旅游这种
 新兴的观光旅游形式吸引，渴望通过参与乡村旅游实现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去体验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的宁静闲适。据调查，北京市每年约有67. 3%的家庭会到郊区体验休闲旅游，这其中有16. 9%的家庭每年到郊区旅游的次数可以达到3~5次（郭焕成，2007）。由此可见，乡村旅游作为以城市居民为目标市场的一种休闲娱乐方式，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乡村旅游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首先，乡村旅游所依托的乡村地区往往具有区域广阔、人口密度小的特点。其次，实施乡村旅游的土地利用类型以农业用地和林业用地等自然用地为主，建筑物占地面积较小，但是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再次，乡村旅游具有传统的社会文化特征：在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乡村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比城市重；乡村的社会行为标准受风俗、道德的习惯势力的影响较大（何景明，2002）。


案例5-2 发展乡村旅游的成效分析——以福建省赤溪村为例


福建省福鼎市赤溪村一度被称为“中国扶贫第一村”，其扶贫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人口占相对多数的沿海贫困村，30年来，其走过的扶贫历程具有典型的借鉴意义。

赤溪村位于福建省福鼎市东南部，地处5A级国家风景名胜区太姥山西麓，隶属于蟠溪镇，距福鼎市区65公里。赤溪村北依经济发达的浙江省，距离温州市120公里，南依福州市、厦门市及闽南金三角，距离福州市200公里，距离厦门市200公里。赤溪村群山环抱，且有巧溪交汇。村庄西倚群山，东临田园。“山、水、田、村”构成了其重要的生态景观资源。

借助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赤溪村思路清晰，牢牢地抓住“旅游兴村”这一点，成效显著。第一，引进旅游公司开发旅游。2004年引进福建太姥山万博华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在赤溪村及周边乡村进行旅游景点开发建设。赤溪村在2004年开始发展旅游，先后投入7 000多万元，这对这个贫困山村的旅游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第二，提升基础设施，改善交通状况，主动融入太姥山大旅游格局。2015年，总长20. 5公里、总投资3. 19亿元的杨家溪至赤溪的旅游公路建成通车，自此赤溪村到沈海高速互通口仅需20分钟，打通了赤溪村至沈海高速的通道; 2015年还完成了太姥山至赤溪的旅游公路的改造升级。随着这两条公路的通车，赤溪村连通太姥山的“最后一公里”被打通，赤溪村成为霞浦-杨家溪-九鲤溪-太姥山沿海热点旅游线路上的集散地、太姥山旅游服务的重要支点。

近年来，赤溪村所在的九鲤溪瀑景区旅游发展迅速，赤溪村由于其所在的区位优势明显而受益。表5-1统计了2004—2014年太姥山风景区的游客量。可以看到，十年中，太姥山游客量总体呈增长趋势，其中九鲤溪瀑景区的游客量增长迅速，从5 000人增长到92 648人，游客总量仅次于主景区太姥山岳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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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太姥山风景名胜区2004—2014年游客量统计表（单位：人）

资料来源：《太姥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15—2030）》。

结合赤溪村村民人均纯收入（见表5-2）进行分析，2004—2014年，赤溪村民人均纯收入在逐年增长，2014年是2004年的近4倍。由此可见，赤溪村村民收入的增长和九鲤溪景区游客量的增加是成正比的，旅游人数的增加、旅游收入的增长直接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益，生态扶贫效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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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赤溪村2004—2014村民人均纯收入

资料来源：《福鼎市赤溪村旅游扶贫试点村规划（2016）》。

资料来源：张光英.基于旅游资源优势的精准扶贫路径研究——以福建省福鼎市赤溪村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17，（17）: 141-145;朱晓玥，冯文轩，张云飞，杨晓艳，杨茜，黄启堂.“美丽乡村”视角下乡村特色景观营造——以福建省赤溪村为例[J].中国园艺文摘，2017，33（06）: 103-106.

（三）发展电商扶贫

电子商务扶贫指的是政府及社会各部门企业利用互联网技术，依托电子商务平台，帮助贫困地区人口解决农产品滞销问题，帮助贫困人口通过互联网购买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以及提供信息咨询、技术培训、资金融通等一系列服务，从而达到提高贫困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提高贫困地区扶贫脱贫效率等目的的一种新型扶贫模式（孙昕，2015）。电子商务扶贫的出现打破了地域间的距离限制，降低了贫困地区农产品的交易成本，从而有利于帮助贫困人口实现增收。

电子商务扶贫的主要内容如下：一是通过网上的销售途径，帮助贫困人口解决农产品滞销的问题，增加贫困户的收入；二是通过种类繁多的购物渠道进行日常所需的生产生活资料的采购，不仅方便快捷，而且还可获得比现实市场中更低的价格，节约了成本；三
 是对贫困地区农户进行一定的培训后，引导农户借助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自己的网店，为贫困人口提供创收新途径，激发贫困人口自身脱贫致富的积极性；四是合理利用网络信息资源，为发展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提供必要的宣传与推广。

电子商务扶贫作为近几年刚刚兴起的新型扶贫方式，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首先，受限于农村贫困人口较低的文化水平，贫困地区精通电子商务知识的人才十分匮乏。对于一些刚刚接触电商平台的农民来说，缺乏可以请教的对象，导致贫困人口对电子商务扶贫的积极性不足。其次，由于农村融资途径比较单一，多数金融机构对新兴的农村电子商务所给予的关注不够，如果国家再不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贫困地区电子商务扶贫的开展就会因缺乏资金而停滞不前。最后，由于国家还没来得及对电子商务扶贫这一新型的扶贫开发体系制定相应的规范，因此，整个农村电子商务体系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容易造成贫困地区农民的利益遭受损失，不利于电子商务扶贫的健康良性发展。


案例5-3 阿里巴巴的“互联网+扶贫”实践


阿里巴巴对贫困地区的“互联网+扶贫”最早始于2009年对四川省青川县的震后援建。2014年10月阿里巴巴发布了农村战略，宣布在接下来的3~5年，将拿出100亿元投入1 000个县的10万个行政村，用于当地电子商务服务体系建设。

阿里巴巴“互联网+扶贫”的落地分为三个层面。一是给贫困地区带来便捷实惠的商品和生活服务，如消费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手机充值、生活缴费、购买车票、预订宾馆等，此外还包括小微金融、远程医疗、在线教育等。二是为农村经济和社会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支持，包括对地方官员的互联网意识强化、对地方企业的互联网转型能力培养，以及对返乡青年或普通农民的互联网技能的培训。三是帮助贫困地区建立起新经济基础设施。

2015年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零售平台上共完成了1 517.61亿元的消费，同比增长50. 39%。根据在农村基层的调研经验，网上购买的商品比农村线下价格至少低10%，因此，2015年在阿里零售平台上的电商消费，为贫困地区节约支出超过150亿元。通过电商把产品卖出去，卖出好价钱，阿里平台还能给贫困地区带来创收。2015年832个国家级贫困县在阿里零售平台上共完成了215. 56亿元的销售，同比增长80. 69%。一些贫困地区依靠传统产业线上转型，焕发出新的生机;一些贫困地区依托本地资源，将土特产品卖上全网;更有一些贫困地区把握市场需求，根据需求找资源、促生产，同样实现了增收脱贫。

阿里巴巴在中国贫困地区的“互联网+扶贫”实践同样具有其全球化的使命愿景，这样一整套新经济思维下的自立自强的商业模式，未来将通过合作培训、生态培育等手段，向更多国家推广，最终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消除贫困、共同发展。

资料来源：张瑞东.阿里巴巴的“互联网+扶贫”实践[J/OL]. http://cn. chinagate. cn/povertyrelief/2016-10/25/content_39561762. htm

三、产业扶贫的主要障碍

（一）启动资金的缺乏

在贫困地区推行产业扶贫需要面对的首要障碍就是贫困户启动资金的缺乏。一方面，贫困地区的农户由于本身经济条件的制约，在解决温饱问题之余，很难攒出一笔能够被用来发展特色产业的资金；而另一方面，政府针对产业扶贫的财政政策支持的主要对象是当地的龙头企业，试图通过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方式吸引企业参与到特色产业的开发中去，政府的财政投入很难为贫困户个体提供启动资金。此外，我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不利于将资金配置到贫困农户，贫困户借款难的问题也是导致启动资金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市场信息的缺乏

如果贫困地区农户想要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致富，那么就需要掌握一定的市场信息，随时把握相关产品的价格波动、政策导向等信息，确保产业扶贫顺利实现。然而，由于贫困人口大多居住于交通通信设施落后的偏远山区，因此，要做到实时掌握信息十分困难，信息的缺乏十分不利于产业扶贫的开展。

（三）技术技能的缺乏

由于贫困地区农户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因此，在掌握产业开发的专业技术方面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由于大多数贫困人口从事的生产活动基本上是传统的种养业，生产技术主要是通过传统的世代相传习得的。凌经球（2014）在调研中设置了“您的生产技术主要是跟谁学来的”这一问题，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即“跟父母学来的”。这种传统的简单再生产技术习得模式，使他们失去了学习新技术的原动力。

（四）劳动力的缺乏

由于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就业岗位有限，因此，这些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大多选择远离家乡，外出打工。在贫困村中留守的往往是各家的老弱妇孺，他们不但普遍年龄偏大，而且受教育水平也十分有限，就算是有好的项目可以就地进行产业开发，贫困地区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也难以满足项目开发的需要。

（五）进取精神的缺乏

地处偏远山区的农村贫困人口由于受到传统生活习俗的影响，往往习惯于“种粮为了吃饭，余粮用于酿酒，养牛用来犁田，养羊为了积肥，养猪养鸡为过年”的小农生活，这种传统文化习俗无形中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甘于贫穷，不愿吃苦，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缺乏发展的胆量和眼光，缺乏创业致富的勇气和信心。

（六）支撑条件的缺乏

这里所讲的支撑条件包括交通条件、市场销售渠道等。从交通条件来说，贫困村基本上地处偏远，尽管几十年来的扶贫开发都致
 力于解决行路难的问题，但调研发现，当下的所谓村村通路，通的只是行政村，而不是自然屯。以广西为例，从统计数据来看，广西基本上实现了村村通，但仍有不少自然屯并没有真正通路，有的虽然通路，但却是真正的“水泥路”，一遇雨天就难以通行。这就是当下部分贫困村行路难的真实写照。至于销售渠道也和市场信息一样，是贫困村的“软肋”，一些贫困村不乏具有一定市场竞争优势的产品，但苦于没有销售渠道，更不善于营销，只好“养在深闺人未识”，潜在的特色优势资源难以转化为现实的经济收入（凌经球，2014）。





第二节 生态保护：扶贫攻坚新思考

中国幅员辽阔，自然资源储备丰富，生态环境多样，但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中国人均资源稀少，人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主要瓶颈之一，也是中国摆脱贫困的主要障碍。

经过大规模的农村产业开发扶贫之后，当前中国剩余的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脆弱、自然资源匮乏的边远地区。现阶段，中国实施的生态建设项目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与《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划定的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在地理空间上高度重合（龙涛，2016）。因此，中国把生态保护作为扶贫攻坚的重点之一，力求实现摆脱贫困与生态建设的高度统一。

一、生态扶贫的概念与内涵

生态贫困是近几年学术界研讨的一个热词，指的是由生态环境恶劣引发的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生活贫困的现象，具有贫困人口地理分布集中、贫困程度深、返贫率高、脱贫难度大等特点。

而生态扶贫主要是指在绿色发展理念下，以实现贫困地区绿
 色、可持续发展为导向，将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在保护生态的过程中发展经济、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保护生态的一种绿色扶贫思想和方式，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有益补充（杨文静，2016）。

生态扶贫是将绿色发展理念应用到扶贫开发工作中的成果。作为一种新型的扶贫方式，生态扶贫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在以往的扶贫开发工作中，扶贫与生态保护就像是两条平行线，两者无法实现统筹发展。在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推进生态扶贫，为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提供了联结的桥梁，摒弃了过去单纯追求物质财富增长的扶贫目标，改走绿色、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力求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可见，生态扶贫是将绿色发展理念应用到扶贫开发工作中的成果，是实现生态与经济效益良性互动的必然选择。

生态扶贫是扶贫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筹结合。由于大多数贫困地区在地理空间上与生态脆弱地区重合，因此，如果不能实现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结合，就会引发生态贫困，从而陷入越扶越贫的恶性循环。生态扶贫重点强调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将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统筹结合，将两者同时作为扶贫开发工作的目标，用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的双重指标综合衡量扶贫开发工作的成效。中国的生态扶贫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协同推进扶贫攻坚与生态保护工作的新战略，不仅可以增加贫困地区生产者的收入，满足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现实需求，而且有利于重建城乡互信，修复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实现贫困地区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目标。

生态扶贫是精准扶贫思想的有益补充。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和反思原有扶贫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创新了扶贫开发理论体系，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思想，强调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并将精准扶贫途径从“四个一批”发展到“五个一批”，增加了“通过生态补偿脱贫一批”的扶贫路径。由此可见，习近平总书记所创新的精准扶贫思想也强调生态保护之于扶贫开发的重要性，生态扶贫的提出使精准扶贫的理论体系更加完善。

二、生态扶贫的作用机制

（一）贫困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经济学家们将致贫因素概括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投资不足，或者是不公平和无效率的制度等。因此，当人们缺乏摆脱物质贫困的其他条件时，他们就会产生就地取材、利用周边环境中的生态资源的激励。而由于缺乏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的认识，这些人在开发利用生态资源的过程中，往往会造成大量浪费，且不具备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的主观需求和客观条件。不仅如此，污染天堂假说指出，无法建立有效的环境监督保护机制的地区容易吸引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聚集，沦为外来投资者的污染避难所。于是，这些地区出现土壤肥力下降、地质灾害频发、劳动力健康状况恶化、投资吸引力下降等现象，生产生活条件变得更加恶劣。

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人们不得不进一步降低本就不高的生活标准，从而使该地区的贫困类型也发生变化，由生态资源富足下的物质贫困进一步发展为生态资源贫瘠下的物质贫困，即生态贫困。与初始状态下的贫困不同的是，生态贫困会使贫困地区的人们难以逃离生态陷阱（见图5-1），陷入恶性循环，增加脱贫的成本，加大脱贫的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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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生态贫困陷阱的演进路线


 在中国，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往往存在较高的重合度，高达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老少边穷”地区。

首先，贫困地区多处于自然灾害高发区。贫困地区大多是地震、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高发区。脆弱的生态条件制约了多种农业作物的生长，给贫困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阻碍，对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不仅如此，极端的自然气候条件还会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及贫困人口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威胁。表5-3分别从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挑选了浙江、湖北和云南这三个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并对这三个省份2008年的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地质灾害发生数量进行了对比。不难看出，一个地区地质灾害的发生数量与该地区农村的贫困发生率正相关，农村贫困程度越高，地质灾害的发生越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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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2008年浙江、湖北、云南三省农村贫困发生率与地质灾害发生数量对比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国家统计局。

其次，贫困地区多分布在高原、山区。这些地区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见表5-4）造成了可利用土地不足、水资源稀缺等问题，发展农业生产的条件十分恶劣。此外，土壤贫瘠、生产力水平不高等导致贫困地区农业总产量低下，进一步制约了集约经营，不仅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而且造成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扩大再生产的经济积累难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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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中国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区域自然生态环境特征

资料来源：杜哲.生态贫困实证分析及生态型反贫困的路径选择[D].兰州大学，2007.

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结构落后的特点决定了粗放式的发展路径。在农业方面，贫困地区居民为了满足基本的食物需求，大规模地毁林开荒，广种薄收，加剧了生态退化，使本来就伤痕累累的生态环境变得更加脆弱。在工业方面，发展低端工业势必导致能耗与污染超标，过分依赖产业链条很短的矿产资源开发，产品附加值很低。例如，部分西部贫困地区的大型煤炭企业缺乏高新技术的支撑和大型战略投资者的带动，只是进行原煤、洗煤生产，经济效益低下，能耗排污大，产业单一化，不仅破坏了当地环境，而且增加了地质灾害的发生频率（刘慧，2013），结果，地区的贫困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的退化。

（二）生态扶贫的作用机制
[1]



生态扶贫的提出，实现了扶贫开发方式的重构，将以往依赖资源消耗增加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向依靠经济增长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是贫困地区走出贫困陷阱的有效途径。如图5-2所示，生态扶贫可以分为基础层、产业层和保障层三部分，是依托生态建设工程和生态产品直接利用价值，持续开发生态产品，形成生态产业，构建生态服务消费市场的综合扶贫体系（沈茂英，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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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生态扶贫的作用机制

生态扶贫的基础层为生态建设。生态建设与保护将生态保护理念与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相结合，是当前贫困地区实施力度最大、涉及范围最广的发展项目。生态建设项目及其所形成的生态建设产业在治理生态环境、维护生态系统健康运行的同时，也为项目实施带来大量的发展机会。不仅如此，生态建设项目的实施维持了生态资源存量，保证了生态资源增量，保障了贫困人口自给型生态产品（如薪柴、草料、药材、菌类、水果、干果等）的足额供给，还为生态资源的产业化开发和生态服务消费市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生态扶贫的产业层是对生态资源直接使用价值的市场化开发，从而形成以生态环境为基础的产业。生态产业扶贫是生态扶贫的较高形态，是在充分满足当地人自用性实物资源的基础上实施的规模化、产业化开发，是实现贫困地区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合二为一的有效途径，可以促进生态与扶贫的良性互动，尽快地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机农业与有机农产品开发、生物资源开发产业、生态农业及其加工产业、生态旅游等均属于生态扶贫产业范畴。

生态扶贫的保障层是指，依靠主体功能区制度和生态红线保护制度，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从而为生态保护与摆脱贫困的统一提供制度保障。有一种贫困是制度性或政策性贫困，是由于政府部门为推进某一领域的发展，制定的政策带有一定的倾向性，使得在某一
 领域或区域得到政策支持而快速发展的同时，其他领域或区域因政策限制发展缓慢而陷入的贫困。建立合理的生态补偿制度（包括横向补偿、流域补偿等）是对农户维护生态成本的合理补偿，是落实保护生态环境政策的合理体现，也是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保障。

三、生态扶贫的路径选择

（一）推行生态补偿机制

贫困地区面临着生态退化与居民贫困的双重压力。以治理生态退化、保护生态环境为目标的生态建设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甚至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程区居民对生态资源的利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致贫。而且，拥有森林等生态资源的居民，在持续维护生态资源的同时却无法获得森林等生态系统所提供的涵养水源、调节河流流量的利益。他们为维护生态系统所付出的代价（包括直接用于森林保护的付出和由此而失去的发展机会）通常得不到应有的补偿，导致资源诅咒效应的发生，使得生态资源富集区出现大面积的贫困。对贫困地区农户生态资源维护成本的补偿，是消除贫困的重要制度保障，是生态扶贫的核心要素。建立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对生态资源的动态变化给予足额补偿，不仅是对农户生态保护成本的肯定，而且是有效提升农户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

（二）落实生态移民搬迁

生态移民是以恢复生态、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为目的，通过易地搬迁的方式将人口从生态条件特别脆弱的地区尤其是重要的生态功能区迁移到生态条件比较富足的地区，是提高生态扶贫精准度的重要途径。

推进生态移民工程，要坚持政府主导、移民自愿的原则。生态移民是一项涉及面广、工作量大、政策性强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政府主导组织实施，相关部门配合参与才能有效启动。同时，生态移民也要充分尊重移民的意愿，通过宣传动员准确回答“为什么
 移、怎么移、移向哪”等问题，使移民自发、自觉、自愿地迁移。

推进生态移民工程，要制定生态移民配套政策措施，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生态移民工程的推进，会引发移民户籍、土地、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社保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制定相关配套政策作为实施保障，让移民实实在在地吃上迁移“定心丸”，才能实现“搬得出、稳得住、富得起”的移民目标。

推进生态移民工程，要完善迁入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图5-3对比了2006—2015年贵州省农村年末水电设备容量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发电设施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建设水平与农村居民的收入正相关，增长趋势基本趋同。因此，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安排的原则，加快推进交通路网、港口码头和能源电网项目建设，构建功能完善、协调配套、高效可靠的基础设施体系，能使居住条件大幅提升，从而进一步激发村民脱贫的主观能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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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2006—2015年贵州省农村年末水电设备容量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四、中国推行生态扶贫的障碍

（一）经济方面的障碍

经济发展水平不高，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投入的资金有限。经济发展水平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重要表现。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有限，是难以实现扶贫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环境污染的程度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步上升，也就是说，经济越发展，污染越加剧。在这个阶段推行的环保项目，往往存在着投入高、见效慢、收益不明显的特点。而且即使有推行环保项目的想法，也往往会因为资金和技术投入的不足而导致计划搁浅。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各企业单位都无法做到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物力来发展环境保护事业。因此，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一些用于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由于缺乏应有的维护，变得十分陈旧，甚至无法工作，难以有效发挥其环境保护的功能。

GDP导向的政府考核容易引发资源环境破坏性开发。以GDP为主要指标的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只重视经济产值及其增长速度，而忽视了资源基础和环境条件。这是造成人们单纯追求产值，相互攀比速度，不顾资源损耗及环境恶化的重要根源。传统的GDP指标容易造成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空心化现象。

市场失灵导致环境保护供给不足。环境保护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往往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因此，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采用经济激励的手段，以达到加大环境保护供给的目的，主要包括减少污染项目的补贴、增加环保项目的补贴、减少环保项目的税收、对污染项目采取许可证制度等市场手段。中国虽然也在逐步地利用市场手段保护环境，但利用市场机制的力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冯刚，2008）。

（二）制度顶层设计与政策分层对接方面的障碍

现行的环保制度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受制
 度约束的，一个有效率的制度应同时具备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中国现行的环保制度的约束机制远胜于激励机制，缺乏自觉遵守制度的激励，导致广大消费者和企业都沦为了制度的被动遵守者。因此，实现环保制度的创新，引入有效的激励制度，从制度设计上保证经济主体能从自身效用最大化角度出发，选择有利于保护环境的政策措施，使经济与环保策略达到一种共生的状态，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一致。

现行环保制度使司法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在环保方面发挥的作用有限。中国现行环保制度主要以政府监管和治理为主，而对公众的环境权力或环境权益界定不足，处罚力度不强且程序烦琐，限制了司法机关依法介入环境保护的能力，使社会团体和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受到了影响，而受污染影响的公民的合法权益较难得到保障。

产业政策不当对环境造成了破坏。环境问题与经济中各产业有着极高的关联度，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也会间接对环境系统产生影响。有些旨在发展经济、促进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在客观上却给环境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如能源生产补贴政策、农产品补贴政策。

环境经济综合决策机制尚未完善。建立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在重大立法、政策和计划等宏观决策中综合考虑环境与发展问题是促进中国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尚未形成一个对环境与发展进行综合决策的机制，也就是说，中国在许多重要的经济发展决策的形成过程中没有将环境保护因素考虑进去。其重要原因有：体制方面，由于中国目前的环保部门与经济管理部门相互分割、彼此独立，各部门在规划和政策制定上各自为政，过多地考虑本部门的利益，环保部门统一的资源环境利用综合协调能力明显不足，造成了潜在的甚至是无法消除的负面影响；认识方面，有些决策者法律观念淡薄，表面上重视环境保护，实际上面对环保机构薄弱、执法力量不强等问题，不是予以解决，反而还将环保机构削
 弱，有些领导只以产值和速度作为评定政绩的主要标准，漠视环境保护。

（三）思想意识方面的障碍

地方政府重经济、轻环境的意识仍然存在。目前，由于地方政府忽视生态环境问题，很多生态环境问题处理上进展缓慢，城乡污水厂和管网建设、农村垃圾整治、河流湖泊污染水体治理、重金属土壤修复等工作难以推进。对自然资源重开发轻保护，重利用轻补偿，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在实际工作中，少数领导将当前中国的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甚至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暂时的局部的经济增长。不少政府对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认识不足，继续搞低水平重复建设，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

公民环境保护意识不强。在贫困地区，由于贫困人口长期关注物质生活改善，文明素质不高，在部分生态保护领域参与度不高，小到垃圾分类、电池回收、节约用水，大到修堤筑坝、防沙造林等活动中，很难见到贫困地区的典型（冯刚，2008）。

五、生态扶贫的实践价值

（一）缓解生态压力，摆脱经济发展制约

全局性的生态压力不容忽视，其形成的“倒逼”趋势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贫困地区尤为严重。最为棘手的是，有些贫困地区的生态承载力突破极限，开始“反噬”地区发展力。因此，生态扶贫将生态保护置于扶贫开发的首要位置，就是从根源上破除致贫原因，从而缓解贫困地区的生态压力，破解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二）推动生态产业发展，突破脱贫致富的生态瓶颈

贫困地区一定要以绿色发展为指向，牢牢抓住生态经济增长点，才能从根本上破解贫困问题。目前，生态经济的发展还处在起步阶段，需要政策、人力、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支持。例如，生
 态农产品由于流通渠道不畅、社会认知度不高等原因遭遇“叫好不叫座”的市场困境。因此，生态扶贫一旦推行就会出现政策红利并引发红利效应，吸引生态科技、生态产业以及各类生态项目的助贫投入，客观上刺激贫困地区生态经济的发展。

（三）催生贫困地区内生动力，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生态扶贫最根本的是扶助贫困主体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进而增强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从一定角度分析，生态扶贫不仅要求扶贫开发以生态保护为约束，而且希望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协同形成发展新动力，有效推动贫困地区的全面发展。这种新动力的内核就是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例如，发展高效生态农业的直接效益体现在经济和生态上，但间接效益是吸引农村人才回流，包括农民工及其大学生子女返乡。这种人才回流恰恰是农村发展最需要的，也是贫困地区内生力量的源泉。因此，生态扶贫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以及深层次的社会效益，都会催生贫困地区的内生力量，推动贫困地区走上绿色、可持续发展之路（杨文静，2016）。



注释


[1]
 本小节参考了沈茂英、杨萍的相关研究。参见沈茂英，杨萍.生态扶贫内涵及其运行模式研究[J].农村经济，2016（7）：3-8.





第六章 反贫困的中国经验：文化教育与兜底机制

中国历来重视贫困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世界性难题一直在不懈努力，也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的考察线路涵盖了众多贫困村，就摆脱贫困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湖南湘西十八洞村时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体现了新时期的民生期盼。其中，教育扶贫和低保兜底机制作为精准扶贫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反贫困效果的持续性和长期性。

部分贫困人口长期贫困，表面上是物质上的贫困，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思想上的“贫困”。过去的传统扶贫政策和模式，对部分地区和部分人群没有产生切实的成效，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找到摆脱贫困的关键：扶贫必先智，治贫先治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的扶贫攻坚措施。
[1]

 把
 教育扶贫纳入精准扶贫战略中，既是一种创新也是标本兼治的重要举措。与产业扶贫、救济扶贫等扶贫方式相比，教育扶贫是从源头上发现并解决贫困问题，是最具持续效力且从根本上消除贫困代际传递的“关键一招”。

贫困人口的致贫原因有很多种，其中有许多贫困人口是完全或部分丧失了劳动能力，对他们而言，无法依靠自身的能力脱贫。因此，养老、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等制度成了他们的兜底保障。为此，国家将这些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兜底保障的覆盖范围内，实行社会保障兜底脱贫。自十七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实现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以来，低保兜底与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问题被提上了扶贫工作的日程。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也明确提出了“社会保障兜底脱贫一批”的扶贫攻坚措施。为了实现到2020年基本消除绝对贫困这一目标，做好社会保障兜底和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具有重要意义，它是推进精准扶贫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条件，因此它成为了当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当前，在我国过去已有的扶贫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精准扶贫体系，探索出精准扶贫和社会保障兜底政策融合发展的运行机制，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都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



注释


[1]
 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第一节 教育扶贫是精准扶贫的治本之策

教育扶贫作为从根本上解决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的“关键一招”，是一项治本之策，在精准扶贫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教育扶贫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其核心内涵和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作用与意义、实施路径和问题以及对策等方面。教育扶贫中如何将可以通过教育这一方式脱贫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出来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问
 题，同时也是一大难点。现阶段我们非常重视教育扶贫问题，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由此产生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通过对教育扶贫问题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其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教育扶贫及其对象的精准识别

（一）教育扶贫的内涵

教育扶贫指的是国家对贫困人口进行教育资助，以此来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质量，通过投入教育资金增加贫困人口获取科学知识的机会，学习摆脱贫困的劳动技能，并在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推动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最终实现脱贫致富的目的（陈冠男，2016）。教育扶贫实际上就是要在实施精准扶贫战略时高度重视教育事业，把贫困地区的人才培养作为重点，集中力量发展和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思想素质和科技素质，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和综合素质，争取早日摆脱贫困。

教育扶贫有两个层次的内涵：一是对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进行教育帮扶，使他们享有同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二是以教育的方式帮扶整体，提升贫困人口的整体素质和技能，使他们能够主动参与到市场中进行经济活动，获得脱贫致富的能力。教育扶贫是摆脱贫困的有效方式，也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途径。

教育扶贫力求转变过去只重视资金帮扶的传统扶贫方式，转而更加重视思想层面，把贫困地区人口素质的提升作为精准扶贫工作的一个重点。从我国的教育扶贫政策来看，教育扶贫已经从过去的普及初等教育和农村扫盲逐渐扩展到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等，针对不同年龄人口的教育方式也更加细化。

（二）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

教育扶贫的对象必须覆盖不同的贫困地区、不同的贫困家庭和不同的贫困对象，因此，教育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非常重要，同时也具有一定难度。教育扶贫属于造血式扶贫，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
 贫困人口，开展教育扶贫精准识别，首先需要确定哪些人属于需要帮扶的贫困人口，将这些人从总人口中分辨出来；其次需要将这些识别出来的贫困人口进一步分为可以通过教育扶持脱贫的贫困人口和不能通过教育扶持脱贫的贫困人口两部分
[1]

 ；最后需要明确以何种教育方式进行帮扶是最有效的。

教育扶贫对象精准识别大致分为三部分内容：首先是在对贫困人口建档立卡的基础上，对贫困人口进行科学评估，确保教育扶贫的对象符合要求，并且具有受教育的能力。其次是设计一套科学的教育扶贫对象识别程序，这套识别程序需要包括贫困人口自主申报、下属社区进行调查审核、民主评议、公示等环节。再次是建立动态的教育扶贫对象进退机制，定期对教育扶贫的贫困人口进行审核和重新识别，对于已经能够稳定脱贫的扶贫对象，使其退出教育扶贫机制，重新识别后新的扶贫对象享受同样的教育扶贫待遇（张翔，2016）。最后是设计一套科学有效的综合教育体系，包括基础教育、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等，确保贫困人群能够切实从教育当中获得摆脱贫困的能力。

二、扶教育之贫大有可为

（一）教育扶贫的作用

目前教育对于经济发展具有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了普遍认可，但是关于教育的扶贫效果尚缺乏详尽的文献证据和政策实践。我国以往的扶贫项目往往都是以基本层面的物质帮扶为主，忽视了对贫困人口的内在长久脱贫能力的培养，忽视了教育的重要性，导致贫困人口在脱贫道路上出现“长期贫困”“反复贫困”“代际传递贫困”。因此汲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之后，现阶段的扶贫工作已经将教育扶贫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


 一方面，大力推进教育扶贫，在贫困地区发展多种形式的教育事业，可以促进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教育投入减贫边际效果递增。一定程度上，贫困源自贫困人群获得和运用生产要素的能力较弱，通过教育能够提升贫困人群的这种能力。另一方面，教育能够提升贫困人口的“跃迁能力”
[2]

 ，增强向更高收入的地区、产业、平台转移的能力。现阶段，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教育在消除贫困方面的重要作用，图6-1反映了随着入学率的提高，贫困率反而下降的趋势，充分说明了接受教育对于减少贫困的显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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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入学率与贫困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二）教育扶贫的意义

扶贫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在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问题上，教育大有作为。因此，将教育扶贫纳入精准扶贫的战略范畴中意义重大。


 首先，教育扶贫是造血式扶贫的基础。我国目前扶贫开发工作的理念就是造血式扶贫，力图帮助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充分了解市场环境，使贫困人口能够充分利用所学知识参与到市场中。想要参与到市场中去，一方面是需要有市场可以进入，这就需要政府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健全的社会秩序，为贫困人口进入市场提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是贫困人口要有主观能动性进入市场，这属于主观意识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教育来实现，通过教育可以使得贫困人口改变其眼界、意愿、方法、能力等内在因素，从而实现脱贫致富的目的。

其次，教育扶贫能够提供人力资本、提升就业能力。很多贫困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由于缺少善于开发、利用和管理的人才，导致资源没有实现“物尽其用”。进行教育扶贫开发工作就是要培育善于运用贫困地区资源要素的人力资源。教育扶贫就是改变以往单纯通过资金帮扶方式摆脱贫困的这一传统扶贫方式，转而通过教育提升贫困人口素质，从而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只有将人才培养工作作为精准扶贫的重点工程来实施，才能使得人才质量有保障，摆脱贫困才有希望。

只有充分做好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学历教育、职业教育等工作，保障教学资源的高质量配置，才能提升贫困人口的就业创业能力，最终实现真正的脱贫致富。图6-2反映了就业率随着入学率的增加而增加的趋势。

最后，教育扶贫是改变贫困地区贫困现状最有力的措施。优质的教育可以带来科技的进步和创新、人力资本投资的提质和增效，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最终实现脱贫致富。图6-3反映了近些年来我国高等院校对教育科研的重视程度以及所取得的成绩，由此可以看出教育的重要性。扶贫的核心就是提升人的综合素质，归根结底也就是加强对贫困地区人口的教育，要用长远的眼光看待教育科技，通过教育扶贫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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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入学率和就业率的关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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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我国高等院校科研活动项目数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

长期处于贫困状况的儿童从小接触的都是贫困文化，使得贫困思想根深蒂固，并通过代际进行传递，使之成为一个封闭的循环怪
 圈，其自身无法摆脱贫困。基于此，通过教育的手段来提升贫困地区人口的生存与发展能力是一种根本性的、切实可行的方法，它能够从思想上摆脱贫困文化的束缚，是摆脱贫困的关键环节。教育扶贫的价值追求具体来说就是教育扶贫所追求的教育信念和教育目标，解决为什么要开展教育扶贫以及开展教育扶贫之后要取得什么成果。教育扶贫的本质是体现公平正义，通过公平的教育扶贫制度和实施过程来实现贫困地区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从而实现教育扶贫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这一价值追求（李兴洲，2017）。

教育扶贫体现了权利平等和机会均等的原则。每一个公民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而要实现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拥有同等的受教育权利，不能仅仅是一种表面上的形式平等，而应该是受教育权利的实际平等。教育扶贫是要从根本上保障贫困人口的受教育权利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从而为其摆脱贫困奠定基础，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只有首先在受教育这方面享有和其他人同等的权利，才有可能减贫脱贫和持续发展。教育扶贫一方面要保障贫困地区的整体投入充足，另一方面还要面向不同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选择，例如对于资源极度匮乏的贫困地区可以进行适当的倾斜，使当地的学校能够享有与其他地区学校同等的利用教学资源的机会。教育扶贫追求的价值是公平正义，从教育的起点到结果整个过程都应该体现出这种公平（李兴洲，2017）。

三、教育扶贫的问题与路径

（一）教育扶贫的实施路径

扶贫先扶智，治贫先治愚。只有通过教育的方式才能真正提高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彻底摆脱贫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我国的教育扶贫体现在各个领域，采取的措施也是多种多样。

第一，面向农村地区，实施三大专项招生计划。三大专项招生计划指的是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农村学生单独招生和地方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专项计划，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专项
 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其主要内容可以归纳如下：招生对象均为具有农村户籍的考生；采取单独招生与定向招生相结合的录取方式；最高可降低60分录取（黄巨臣，2017）。三大专项招生计划是教育扶贫的一种创新方式和新的尝试，虽然现阶段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但它能够为农村的贫困学生提供更多的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

第二，发展贫困地区的职业教育。很多贫困地区自身是有特色资源的，只是没有加以开发利用，这主要是由于当地的贫困人口思路不开阔，尤其是缺乏关于乡村旅游、绿色食品和生态农业等方面的认识，所以教育扶贫主要是围绕绿色优势产业来提高贫困地区人口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学习深度开发和应用的技术，尤其是要重点培养贫困地区的专业技术人员，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实现贫困人口的脱贫致富，从而促进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三，高校承担部分教育扶贫的重任。不同层次和类型的高校根据自身的能力和教学质量承担不同的教育扶贫责任，“985工程”的大学、“211工程”的大学、一般的本科院校由于自身的资源各不相同，所以承担的教育扶贫的任务也有所差别。同时我国的高校又分为综合类、文史类、理工类、师范类、语言类、医药类等多个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高校所承担的教育扶贫的责任也有所不同。部分东部地区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承担着支援西部地区的职责，西部地区院校可采用特聘教授制度来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同时配以适当的人才流动机制等。

第四，利用国家政策引入丰富的教师资源。在教育扶贫开发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就是教师，贫困人口的综合素质能否得到提升也体现在教师资源是否优质上，但是相比于大城市良好的待遇和完善的周边基础设施，贫困地区的学校基本无人问津，师范类院校毕业的学生不愿前往贫困地区任教，这也是一个重大问题。针对贫困地区存在的教师不愿来、不愿留的问题，一方面，要提高贫困地区教师的待遇，提高其工资收入、解决其住房问题，为其子女的教育提供福利等，吸引毕业生到贫困地区任教；另一方面国家
 制订了“国培计划”“省培计划”，加强了对前往贫困地区的教师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贫困地区的教学质量。

（二）教育扶贫存在的问题

教育扶贫的初衷是从根本上摆脱贫困，为此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在地方实施的过程中却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教育扶贫的对象有偏差。在教育方面，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接受高等教育，但实际上从人的成长规律和教育的发展规律来看，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接受高等教育，特别是对于贫困地区的学生，可能职业教育相对而言更适合他们，通过职业教育学习到真正可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劳动技能，从而达到脱贫致富的目的。但目前我国的教育扶贫中职业教育发展还不完善，缺乏对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学校的有效扶持。从图6-4可以看出，教育扶贫仍将重点放在使贫困人口接受高等教育这一方面，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重视程度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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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对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投入资金的差别（2015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选取的是2015年职业学校和高等院校的投入资金额数据。

第二，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呈现区域性差异，教育扶贫起点不
 公平，使得区域发展不平衡。我国各地区由于受地理条件、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在教育扶贫开发工作中进行政策性倾斜，向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以弥补贫困地区教育投资不足的劣势。但实际情况却与此相反，图6-5反映了国家财政性教育资金投入的区域性差异，对发达地区投入的资金反而更多，而那些本身就贫困的省（市、区）获得的资金支持则不足，这样只会使得区域间的发展更加不平衡，贫困地区仍旧无法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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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各地区间的差异（201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三，教育扶贫的目标发生偏移。教育扶贫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教育的方式使得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具备摆脱贫困的能力，但在一些贫困地区却存在轻视贫困生和老师、过度重视基础设施等硬件的援建等现象，这主要是因为建造基础设施更容易，而培养贫困生则更具有难度，所以一些相关的教育扶贫单位只讲表面功夫做好，而没有给予贫困生优质的教学资源，但实际上对贫困生的培养才是教育扶贫的根本目标。

第四，教育扶贫的制度建设不完善。目前的教育扶贫制度体系缺乏针对不同的扶贫对象的具体安排，配套的相关制度建设也并不完善，国家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教育扶贫的实践中去，但也并
 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来规范扶贫主体在教育扶贫中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扶贫时出现了无法可依的情况。除此之外，制度设计和最终实施同样存在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在教育扶贫制度的设计上缺少协同合作精神，由此设计出来的教育制度出现了碎片化的情况，降低了教育扶贫的效率，在制度真正实施的时候也存在和最初的设想不一致的问题。教育精准扶贫制度在设计时是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推进落实的，而地方扶贫主体可以出于经济利益等原因在实施执行过程中违背制度最初的设想，同时又由于缺乏相应的部门监管，导致教育扶贫资金等资源受到损失。

第五，教育扶贫多元主体缺失。我国的教育扶贫应该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扶贫模式，一个良好的教育模式应该是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和市场等多个主体共同治理的，各个主体主动积极地参与到教育扶贫中，才能实现教育扶贫效益最大化。目前在教育领域仍是政府主导，还没有形成社会各界广泛积极参与到教育扶贫事业中的格局（代蕊华，2017）。图6-6反映出我国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方面几乎都是政府在扶持，而其他主体参与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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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政府与民间机构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投入情况（2015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教育扶贫的对策建议

第一，有针对性地发展职业学校。在贫困地区发展职业教育是实现精准脱贫的最有效的方法，贫困地区的学生可以通过职业教育学习劳动技能，获得脱贫致富的能力，带动整个家庭减贫脱贫。所以，发展职业教育是贫困地区教育扶贫的重中之重。首先要提升贫困地区职业学校的教学质量和办学能力，加大对其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力度，保证每个市都有一所重点建设的职业学校，扩大高等职业院校对贫困生的招生人数，以此来弥补贫困地区教育投入不足的缺陷。其次要提升教学质量和培训能力，职业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它必须紧紧围绕贫困人口脱贫这一目标展开，一方面要针对职业农民进行农业相关知识的培训，另一方面要针对贫困地区发展具有当地特色的涉农专业点，其目的就是培养有知识、懂生产的新型职业农民，通过职业农民和涉农专业点开发独具当地特色的农业品牌。最后鼓励企业与贫困地区的职业学校合作办学，贫困地区的企业要想持续发展，不能只依靠当地政府，还需要与当地企业合作，提升办学水平。可以采取建设校企教育扶贫基地等方式，学生可以进入企业实现就业，既为贫困学生提供了工作机会，也为企业提供了专业人才，互相合作、互惠互利。

第二，国家应充分了解我国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针对不同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予财政支持。贫困地区长久以来由于经济、文化落后，实际上其教育水平已经与其他地区相差甚远，因此，只有国家给予充分的重视和更多的资金帮助，使贫困地区在教育方面与其他地区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才能真正达到教育扶贫的理想效果。

第三，在贫困地区普及学前教育，增加优质的学前教育资源。我国贫困地区对学前教育长久以来不重视，在精准扶贫中教育扶贫必须改变这一状况。首先需要兴建校舍，这样贫困儿童可以就近入学，从而保障他们不会因为学校离家远等原因失学，真正使得贫困地区的儿童得到教育启蒙。其次要完善贫困地区的学前教育办学体制，形成县、乡、村分级的教育网络，确保乡镇和贫困村幼儿园的
 全覆盖。最后为入学的贫困儿童提供便利服务以吸引其主动入学，改善贫困地区学校的基础设施条件，为贫困儿童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第四，健全和完善教育扶贫制度。首先在国家层面需要尽快完善教育扶贫相应的法律法规，特别是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方面的法律，加大制度供给力度，同时制定相应法律明确社会各界在参与教育扶贫时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其次在地方层面需要在国家制定的宏观法律制度框架下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和教育扶贫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出台相关的政策，保障教育扶贫开发工作得以顺利开展。最后要加强对教育扶贫的监督管理。教育扶贫在真正实施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可能会由于经济利益等原因而背离初衷，针对这种问题必须进行监督制约，国家需要建立和完善减贫脱贫监管机制，构建教育扶贫资金信息公开平台，特别是针对教育扶贫资金的信息公开和使用监管，要做到每一项资金的使用都公开透明，同时引入第三方监管机制对教育扶贫的资金使用、对象识别、帮扶效果等情况进行监督，以提升教育扶贫的效率。

第五，创新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教育扶贫的机制。教育扶贫应该打破过去的单一主体的扶贫结构，转变管制型政府模式下的教育理念，形成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教育扶贫的新模式，实现各种扶贫资源的优化整合，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益，构建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组织、学校、市场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格局，推动教育扶贫事业的良好发展。同时基于互联网+的时代背景，紧紧依托互联网技术，建立教育扶贫信息交流平台，使得多元主体间能够相互沟通交流，协同发展。


专栏6-1 “格斗孤儿”:人生不应只有两难选择


不久前，一条“格斗孤儿”的视频在网上流传，两名来自凉山的14岁少年在铁笼中厮打的画面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对少年所在格斗俱乐部收养是否合法、是否教唆未成年人进行商业比赛牟利等的质疑四起。随后，成都市警方对俱乐部进行了调查。日前凉山州教育部门以“接受义务教育”为由，将孩子们送回县里。

正当人们为“解救”而欢呼时，送返现场孩子们流泪不舍的画面又将舆论迅速推到了另一个极端：送返回乡是否以爱为名将孩子们送回了贫困的生活，剥夺了他们追求梦想的权利?

直到今天，与解救“格斗孤儿”相关的两种声音的“楚河汉界”依然清晰：支持者说，把凉山贫困儿童的出路寄托于格斗，既对孩子的身心成长不利，又脱离了实际;质疑者则反问，在一厢情愿的“高尚”送返后，孩子们的出路又在何方？

姑且不去讨论俱乐部收养这些孩子的合法性以及是否利用他们进行商业比赛牟取暴利，因为那还需要等待最后的调查结果，单就孩子们参加俱乐部这一事情本身而言，格斗作为一项体育运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运动员的培养从娃娃抓起，格斗技能的提高从实战训起，都是一个普遍现象。换个角度看，格斗等体育运动也的确可能成为一小部分贫困儿童冲破社会阶层藩篱的路径。正如俱乐部球探挖掘一些有天分的孩子进行培养，当他们长大后有机会成为收入可观的足球明星一样。

当然，未成年人在选择任何一项运动时，都必须得到其本人和监护人的同意，如果存在强迫和暴力现象，就是违法行为，是必须予以制止的。从现有的报道来看，并没有俱乐部存在强迫和暴力行为的证据。相反，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少年们相当程度上已经融入了这个集体，并将自己的梦想寄托在了格斗事业上，这是令人欣慰的。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对凉山州教育部门的送返行为简单地给予否定，更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就应该旁观、默认甚至接受“格斗俱乐部”这一现象存在。因为俱乐部的确没有办法保证孩子们能够完整地接受义务教育。在孩童时代，无论接受了何种职业性教育，都不可以牺牲义务教育为代价，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更关乎一个人的智力和价值观的成长。

事实上，无论支持者和质疑者如何争论，贫困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从根本上而言，俱乐部最初吸引这群孩子的，恐怕也是良好的生活待遇。“这边的（饭）好吃多了，有牛肉、鸡蛋，在老家的时候只有洋芋。”因此，在大众看来所谓孩子们的主动要求，其实也是贫困生活中无奈的被动选择罢了。因此，无论是屈从于现实的压力，出于这些孩子家庭贫困、无人照料等原因，就默认他们接受这样的“还算不坏”的安排，或是出于应对舆论的考量，简单地以“完成义务教育”之名强制将其带回老家，都不是有担当和负责任的表现。我想，对于“格斗孤儿”事件，与其过多侧重于非此即彼的批评，不如冷静下来进行反思。

首先，公众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在本人和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对个人成长路径的合法选择。我们不应该仅仅站在自己的角度对他人的选择作出过度的评价，更不能以多数人的价值判断对少数人合理合法的价值取向进行道德上的指责。多一点换位思考，多一些宽容体谅，才能为每个人的成长多提供一些积极向上的能量。

其次，政府应当对诸如涉事俱乐部之类的未成年人特殊成长场所进行规范监管和配套服务，切不能“一刀切”地否定。尤其在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的当下，政府对贫困儿童的成长“大包大揽”并不现实。给俱乐部的“慈善”行为留一个窗口，或许对于激发贫困地区未成年人积极成长和排解贫困造成的潜在社会矛盾是一剂良药。在对招生、训练甚至收养的合法性进行监管的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体育、艺术等职业特长学生的义务教育的配套，切实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最后，政府还应进一步解决贫困地区未成年人的教育和职业出路问题。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强化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保障学生营养餐的供给;另一方面，可以根据地方实际，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基础上，加强职业技术教育，增强未成年人未来谋生的能力。

回到事件本身，对于被送返的这些凉山少年，千万不能一返了之。政府、学校和监护人应同孩子们及时沟通，甚至可以采取建档跟踪的方式，加强心理疏导。对于确实怀有格斗梦想的孩子，还是要尊重他们的意见，想方设法在完整进行义务教育的前提下，为他们开展技能训练创造条件。

人生不应只有两难选择，无论这群被送返的孩子将会面临怎样的生活，唯愿他们的心里不要泛起“生活刚刚见到一点曙光，希望又再一次破灭”的苦楚，取而代之的是冉冉升起的新希望。

资料来源：农民日报. 2017-08-23.



注释


[1]
 这里所谓的可以通过教育扶持脱贫的贫困人口指的是尽管自身贫困，但具备一定的学习能力的人口。


[2]
 “跃迁”本义是量子力学体系中状态发生跳跃式变化的过程，这里利用“跃迁能力”一词指代贫困人口改变其发展现状的能力。





第二节 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

由于我国存在不可忽视的贫富差距问题，因此为了实现社会保障的兜底作用，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农村这一层面上，本节所涉及的社会保障主要指农村社会保障。农村社会保障的内涵、体系和对象是需要首要了解的，同时要明确农村社会保障兜底的意义，切实增强农村社会保障兜底脱贫的能力，而农村社会保障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低保对象的识别、标准的设定都是重中之重。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工作密不可分，必须加强农村低保与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

一、准确把握农村社会保障的目标定位

（一）社会保障兜底的内涵

我们所说的社会保障兜底中的“兜底”一词是指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的，能够满足并保障广大贫困人口的基本需求，同时也被全社会普遍接受的一条底线，这条底线包括了对温饱、基础教育、大病医疗、公共教育和基本住房的需求，对于还处在这一底线之下
 的人群，政府给予他们政策保障和财物补贴，这种由社会保障形成的兜底线可以保障社会的基本公平。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主要涵盖了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四个方面，其中社会保险针对的是参加保险的人，只有他们才能获得相应的保险待遇；社会福利是政府提供给老年人、残疾人、孤儿等特殊人群的福利保障，既不需要个人缴纳费用也不需要审查家庭的经济状况；慈善事业是企业和社会成员出于爱心自愿发起的资助帮扶活动；社会救助不需要缴纳费用，同时也不需要履行责任义务，但其救助对象为贫困人口，最具有兜底保障功能和作用。

（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及其对象识别

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格局基本形成，大体包括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灾害救济制度、“五保户”供养制度、临时救济制度、社会互助制度及社会优抚制度等（杨翠迎、黄祖辉，2007）。农村社会保障对象主要是广大的农村居民，农村、农民、农业的特点客观上决定了为农村居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必然性。

（三）农村低保对象的识别

从广义范围来看，农村低保对象在确定、审核、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其划分不完全一致，主要分为扶贫对象、农村“五保”对象和农村低保对象三种。扶贫对象指的是那些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国家农村的扶贫标准同时还具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农村“五保”对象指的是《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中明确指出的“五保”供养对象，主要包括：没有法定扶养义务人或者虽然有法定扶养义务人，但是扶养义务人没有扶养能力的；没有劳动能力的；没有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满16周岁的村民。国家在衣、食、住、医、葬五个方面对农村“五保”对象给予生活照顾和物质帮
 助。
[1]

 农村低保对象指的是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户，主要是因病致贫和因灾致贫的贫困户。
[2]



从狭义范围来看，我们所说的农村低保对象主要是指那些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的贫困人口。目前我国大多数的贫困地区的农村低保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方面都不够完善，同时财力、物力、人力资源都十分有限。综合各地方的实际情况，目前我们主要将保障重点放在那些因为疾病、残疾、年老体弱而丧失了基本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以及因为生存条件恶劣造成家庭常年生活贫困的人员身上。

（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设定

由于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实际情况等存在差异，因此各个地区实际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也各不相同（见图6-7）。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一般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按照能够维持当地农村居民全年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费用确定，然后报告给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备案后公布执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要随着当地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适时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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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我国部分省（区、市）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2016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以2016年各省（区、市）的农村最生活保障标准为例。

二、切实增强社会保障兜底脱贫能力

（一）增强社会保障兜底脱贫能力的具体措施

一是建立了城乡低保制度和农村“五保”供养制度，作为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以此来保障城乡居民基本的生存权利；二是实行了免费的义务教育，免费为那些家庭经济困难的适龄儿童提供教科书，同时补贴寄宿生的生活费，以此来保障公民基本的发展权利；三是建立了城乡医疗救助制度，以此来保障城乡贫困人口的健康权；四是制定了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公共租赁住房等救助政策，以此来保障公民的居住权；五是为城乡贫困居民代缴医疗保险费、养老保险金，以此来保障这部分人群的健康需求及其老年时的生存需求；六是当社会保险基金收不抵支时，由公共财政来承担兜底的责任等（邓大松、薛惠元，2013）。

为了切实加强社会保障低保兜底的脱贫能力，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协调与沟通，共同商议决策，分工协作、整体推进，充分发挥社会救助的统筹协调作用，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善：

第一，加强对低保家庭实际经济状况的核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贵在精准，农村低保能否实现其兜底脱贫的作用，主要取决于低保对象的识别是否精准，这就需要更进一步加强对低保对象的审核。我国目前对低保对象的认定已经做出了巨大的创新，例如和其他相关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收入状况及财产状况进行细致的审核对比，走访社区了解实际情况，从而更准确地评估其家庭状况。与此同时，民政部还联合公安部门、银监部门等建立了信息查询机制，进一步拓宽了信息渠道，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也更有利于对低保对象进行识别、监督。

第二，创新低保资金保障机制。资金保障是低保兜底脱贫最重要的一方面，我们需要改变单一的由政府投入财政资金的方式，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为了获取更多的资金支持，可以建立一个开放
 的、多元的低保资金保障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将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低保户的社会信息与社会群体掌握的社会救助资源相互连接沟通，使得社会群体也可以参与到社会救助中来。

第三，提升农村低保的经办能力。我国农村低保属于基层性的社会保障，所以会存在村委会的经办人员能力不足的问题，从而导致农村低保在真正实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为了进一步提升农村低保的经办能力，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农村低保工作配备相关的专业人员，同时还可以定期对村委会相关的负责人员进行业务培训，提升他们的经办能力，确保每一位农村低保经办人都对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有全面的理解，能够准确把握政策的重点。

（二）社会保障兜底的影响

从总体和长期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兜底制度的影响是积极的，一方面它直接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减轻了扶贫开发工作的负担；另一方面也直接提供了物质帮助，将扶贫开发工作从维持生存的重担中解脱出来。这是因为农村低保对象是那些因病致贫和因灾致贫的贫困户以及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居民，将这部分人口从扶贫对象中分离出来，不仅可以减轻扶贫工作的负担，而且可以使扶贫工作更具针对性。

但在实际应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消极影响，例如在农村低保制度实施之后，曾出现了全面实施低保制度后还需不需要扶贫开发这一思想波动。除此之外，随着农村低保制度的建立，相应的扶贫开发工作的任务也由过去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转变为促进贫困人口持续发展的问题，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具体包括：农村低保制度全面建立之后扶贫开发政策如何进行调整？虽然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是两项不同的工作，各有分工，但在实际工作中会存在重叠的部分，如何进行两者的有效衔接？

三、加强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

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是我国农村反贫困的两项最重要的工作，
 农村低保是一种社会保障制度，关注的是贫困人口的生存权问题，是一种输血式的扶贫方式；扶贫开发是一项经济开发政策，更关注贫困人口的发展权问题，是一种造血式的扶贫方式。在目前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已经进入精准扶贫阶段的大背景下，必须坚持并加强农村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的有效衔接。为此，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中央农办、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残联共同制定了相关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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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了两项政策有效衔接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工作要求、保障措施等内容。

（一）低保兜底与扶贫开发的对象界定

低保兜底和扶贫开发所针对的对象并不一致，扶贫开发所针对的对象是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而低保兜底所针对的主要是没有劳动能力的或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所以需要对两项政策的工作对象加以区分。首先是低保对象，主要是指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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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因疾病和残疾、年老体弱、丧失劳动能力以及生存条件恶劣等生活常年困难的农村居民，这部分群体基本或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办法自行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只能依靠政府的补贴救济。其次是扶贫对象，主要是指那些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低于农村扶贫标准且具有生产能力的贫困户。扶贫开发工作中针对这类群体更多地是采用“授人以渔”的方式，例如通过实施整村推进、产业扶贫、劳动力培训转移、移民扶贫等措施帮助其摆脱贫困。最后是同时享受低保和扶贫政策的贫困对象，主要是指暂时丧失了劳动能力无法生存，但经过阶段性的转变能够恢复劳动能力或有一定劳动能力但家庭生活极度贫困的群体。

低保兜底和扶贫开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首先，两者所面对的
 对象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贫困人口，所采取的扶贫方式和手段也是以政府财政支持为主；其次，两者的目的都是缓解贫困，在这方面是相辅相成的。除了联系之外，两者的区别也是不可忽视的。首先，两者的服务对象不同，简单来讲就是扶贫开发对象是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而低保兜底对象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其次，两者的性质和功能不同，低保兜底是“授人以鱼”，强调的是其生存权；而扶贫开发则是“授人以渔”，强调的是发展权。再次，两者的目标不同，低保兜底是力求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还属于比较基础的层次；而扶贫开发谋求的是更长远的发展和繁荣，它的目标是彻底摆脱和消除贫困，从根本上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状况。最后，两者的帮扶方式不同，低保兜底是以生活补贴的形式为主的，其目的也是保障贫困人口生活的基本权利；而扶贫开发则是为了提高贫困人口的发展能力，所以更多的是从加强基础建设、加快经济发展、提高生产力这些方面进行的。

（二）低保兜底在扶贫开发中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农村低保兜底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困人口规模较大但地方的财力却比较薄弱。虽然我国中央政府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工作并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但仍然有一部分地区的贫困人口没有被低保项目覆盖，同时由于低保项目资金投入力度不够等原因，低保户的待遇较差，无法真正改善低保人口的生活和发展质量，扶贫的作用非常有限。

除此之外，我国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所获得的公共支持远远没有达到要求，并且农户最终获得到的低保金非常少，根本无法满足日常生活及生存的需求。朱玲（2011）曾在青藏高原的调研中发现，低保户一般用低保金来购买食品，依靠医疗救助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就医难的问题。社区其他成员的照顾，也可以帮助那些没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维持日常生活和获得社会交往。同时当地的寺院同样会提供一定的救助，使得当地的贫困人口在获得物质援助的同时，也能够获得精神上的抚慰。然而，这种民间救助并不是制度化的和定期的活动，
 它虽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贫困人口改善他们的生存状况，但却不能真正帮助他们排除发展的障碍，彻底摆脱贫困。

（三）低保制度与扶贫开发有效衔接的途径

为了真正实现“应扶尽扶、应保尽保”，尽快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坚持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具体采取的途径都应该体现加强政策衔接、加强对象衔接、加强标准衔接和加强管理衔接这四个重点任务，围绕这四大方面开展。

第一，加强政策衔接，必须切实保障并推动农村低保制度和扶贫开发政策的有效衔接。政策衔接就是要在低保兜底和扶贫开发两项政策分工协作的同时，在政策中明确各自的职责，也就是符合低保条件的贫困人口，民政部门对其及时给予补助，做到应保尽保；对于符合扶贫开发条件的贫困人口，扶贫部门也要及时给予扶贫政策支持，针对不同的致贫原因进行精准帮扶，做到应扶尽扶。对于那些返贫的家庭，在经过相关审核确认后，将符合条件的低保户纳入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医疗救助或临时救助的范围内，以此确保他们的基本生活得以继续。

第二，加强对象衔接，精准识别认定低保对象。对于农村低保对象的精准识别，还需要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农村低保制度，改变原有的依据“熟人社会”开展的参与式评估方法，转而探索建立家庭贫困状况测算指标体系，将家庭收入、家庭资产和家庭刚性支出、导致贫困的因素作为主要指标，以此综合评估家庭的贫困状况。在此之后将评估的结果通过入户实地调查、访问邻居、民主评议等方法与家庭经济状况的信息一一进行核对，精准认定农村低保对象（宫蒲光，2016）。

第三，基于大数据背景建立信息分享制度，加强标准衔接。为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和个人建立信息数据库，在此基础上，相关部门可以进行信息交流沟通与共享，更具有效率，同时还可以节约成本，加大扶贫的力度。除此之外，还需要建立农村低保和扶贫开发
 数据互通、资源共享的信息平台，通过这一信息平台可以真正实现信息系统的互联互通、相关数据的及时更新，实现动态实时监测。

第四，切实加强管理衔接及动态管理。贫困问题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社会现象，非贫困人口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变成贫困人口，因此贫困人口的认定必然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加强动态管理需要相关人员经常进行走访调查，及时掌握低保对象和扶贫开发对象的日常基本情况以及经济状况，与此同时，扶贫部门和民政部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加强管理服务工作，就建档立卡贫困户和农村低保对象的家庭收入、财产变化情况相互交流，有针对性地调整帮扶措施，做到动态管理，该进则进，该退则退，精准帮扶。



注释


[1]
 2006年1月21日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


[2]
 参见《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


[3]
 2016年9月27日，国务院扶贫办、民政部、中央农办、财政部、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残联共同制定了《关于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与扶贫开发政策有效衔接的指导意见》。


[4]
 参见《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国发〔2007〕19号）。





第三节 案例研究

一、案例一 校地联动、教产衔接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实践——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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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1.现代农业对农业经营主体提出了新要求

现阶段我国的农业已经开始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单一的家庭农业生产已经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规模经营将会是日后现代农业发展的模式，而规模经营相比传统农业更加注重农业经营理念，需要农民具备一定的农业知识和经营头脑，学习新技术，及时掌握市场变化并获取信息，这是传统农民不具备的，需要通过学习来获取。

2.农民缺乏科学技术知识

现阶段农民已经意识到了科技可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但是我
 国目前科技推广力度不足以及农民教育薄弱等导致了农民接触不到新的科学技术，科技也难以在农村得到普及，即使是曾经接受过科技启蒙的农民大多数也会失去后续的教育支持，更不要说是进一步的创新精神和风险意识的培养。因此，从整体来看，农民严重缺乏科学知识教育。

3.精准扶贫与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关系

精准扶贫和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都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只有农民富农村才能富裕，从而国家富裕，所以扶贫的重点在于农民。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为了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村与农民的发展，这两者相互影响和作用，是密不可分的。一方面，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为精准扶贫服务的，通过精准扶贫中的教育扶贫工作让农民获得劳动技能；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必须助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由此识别出可通过扶贫开发帮扶的贫困农民。

4.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加快培育农业经营主体作为一项重大战略，以吸引年轻人从事农业工作，将培育职业农民作为工作重点，建立专门的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为现代化建设和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基础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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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例主要探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一种模式，即校地联动、教产衔接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模式。该模式指的是农业职业院校和地方政府联合办学，主要围绕地方以农业为主导的产业发展需求，一方面从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村中选择要培养的对象；另一方面选择那些自愿参与农业活动的优秀中学毕业生，采取政校合作、定向招生、定制课程、定岗培养的方式，开展有针对性的农业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有效融合，为地区经济的稳定增长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高素质的新型职业农民（文
 承辉等，2016）。江苏省太仓市便是将这种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运用得非常好的典型地区。

（二）江苏省太仓市农业现状

江苏省太仓市位于江苏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南靠上海，西邻昆山，现代农业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综合评分第一名，2014年第一产业增加值达38. 84亿元，耕地面积为39. 2万亩，农村劳动力3. 07万人。近些年来随着太仓市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结构性短缺问题日益加剧，老龄化等问题日益突出，加上现有的农村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严重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

2009年起，太仓市开始探索并发展合作农场的经营模式，以集体经济为主导，农民自愿参股，以这种方式将零散的土地集中流转经营。这种合作农场的方式以“大承包、小包干”为特色，将家庭承包经营的优势和现代统一经营的优势结合起来，近些年发展十分迅猛，现如今，太仓市已经拥有102家合作农场，总经营面积达到21万亩，平均经营面积达到2 000亩，资产总额达2. 5亿元，拥有农机具991套，年经营收入超过4亿元，总收益达到1. 2亿元。

在发展合作农场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缺少农业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特别是年轻的技术人员，这严重制约了合作农场的发展。以东林合作农场为例，该农场的耕地面积有1 800亩，但农场的劳动人员只有20人且平均年龄超过50周岁，经专业测算发现每个合作农场至少应该配备两名年轻的专业技术人员。基于此，太仓市提出了3年委托培养200名新型职业农民的计划，并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政府工程，优先选择本地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进行培训，将他们培养成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社会服务型的新型职业农民，由他们带动和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

（三）具体政策措施

太仓市高度重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这一重要任务，为此专门成
 立了领导小组，该领导小组由市农委、市委农办、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教育局等单位组成，全面统筹和协调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工作，具体的工作内容由市农委和市委农办布置和负责。市委和市政府还出台了《关于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的意见》，下发了《关于印发太仓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实施方案（2013—2015年）的通知》，以政策文件的形式明确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重要性，计划用3年的时间培养6 500名农业农村实用人才，提高职业农民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技能，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1.委培方向

太仓市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采用了定向委托培养的方式，实施全日制3年大专学历教育，学生们在农业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与农业相关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目的是为合作农场等培养专业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2.招生条件

专门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农业类职业技术学院在招生时规定，学生必须是具有太仓市户籍的应届或往届身体健康的高中毕业生，本人自愿，承诺完成学业之后从事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工作。

3.考试录取

参加农业类职业技术学院自主招生考试，成绩需要达到相应的普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的录取分数，委培生和市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程领导小组签订《农业专业人才定向培养及就业协议书》。

4.学费资助

委培生在校期间所有的学费全部由新型职业农民培养专项资金承担，学费由市农委管理，财政部门审核后拨发。资金分为两部分：在校期间先支付60%的学费；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并和相关的合作农场签订用工合同之后一次性补助剩余40%的学费。

5.就业待遇

委培生在毕业之后根据市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工程领导小组的统一分配前往各个合作农场，和合作农场等与农业相关的用人单位签
 订就业合同。工资标准参照所在村的副职干部，政府同时给予5年的生活补助。委培生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用人单位的就业分配，工作第一年为见习期，考核通过后继续签订合同。同时领导小组也鼓励委培生通过参加省考继续本科学历学习，政府承担本科学习的两年学费，委培生毕业后仍然可以安排到合作农场工作。

（四）创新之处

1.课程设计具有创新性

太仓市政府和农业职业技术院校结合太仓市实际的农业生产状况，综合了农业发展链条向产前与产后延伸和分工分业的趋势特点，共同制定了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有针对性地定制课程。课程设计中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管理技术、农业信息技术和农业装备技术四个方面，除了教授一些基础的农业知识之外，还将农产品营销、农产品储存与加工、农机具的操作与保养、村务管理、公文写作与会计知识等内容全部纳入课程中，以培养复合型的新型职业农民。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多次组织学生前往太仓市现代农业园和各个产业基地、农业龙头企业、科研机构参观学习，以此增强学生们对农业的信心。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联合南京农业大学开设了专升本的课程，鼓励学生进一步深造，同时选派“太仓班”的优秀学生前往日本等国家进行农业学习和交流，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经验。除此之外，学校还邀请太仓市的农业发展重点村和农业龙头企业前往学校进行宣讲交流，以此吸引学生投身农业。

2.教学模式具有创新性

太仓市的农业职业技术院校采用的是“一个院校+若干个基地”的教学模式，以涉农职业学校为依托，选取了太仓市比较有特色的几家合作农场作为实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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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教学，更有助于学生提高动手能力，更好地理解并运用所学的农业知识和技能。2014年夏季，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和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首批100名委培生被安排到太仓市东林村、万丰村等七个育秧点开展大棚工业化基质育秧实习。在实践中，学生们掌握了工业化大棚基质育秧的基本理论和实际操作技术。在秋季的实习训练中，学生们主要学习农机具的使用方法。除此之外，学校还安排学生们开展暑期村务实践活动，学生们在暑期就近前往农村进行实习，主要是熟悉村务管理等工作，为毕业后的工作分配打好基础。

3.就业机制具有创新性

太仓市农委和涉农职业技术院校共同建立了学生综合成绩与毕业分配挂钩的机制，采用这种做法是为了提高学生们学习的热情和动力，学校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学生素质综合评价标准，综合成绩评定中，学生在校的课业成绩占50%；在基地的实习表现占30%，实习期间的分数由实习单位给出；在校期间的素质教育评价占20%，根据学生们的综合成绩排名，实行优等生优质分配。学生工作之后，市农委还会继续针对这些学生进行跟踪培养，每年都会进行关于农业知识技能的培训，进一步丰富他们的知识储备。除此之外，当地还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鼓励他们进行创业，由这些已经培养出来的优秀的新型职业农民带动太仓市的农业现代化建设。

（五）效果分析

太仓市所采用的这种校地联动、教产衔接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在这几年的实践中效果显著，原定3年培养200名新型职业农民的委培计划提前一年完成，经过教育学习，培养出的新型职业农民文化素质高、实践动手能力强、工作认真刻苦，获得了政府、学校和社会的一致好评，江苏省农业部门和太仓市农业部门也对这种培养新型职业农民的模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江苏省农委在2013 年5月7日转发了太仓市委市政府的《关于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意见》，要求全省各地都学习借鉴这种模式，并将其作为培养新型
 职业农民的典型在专题会议上进行分享交流。

二、案例二 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救助实践——以北京市为例
[4]



（一）北京市农村残疾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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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村残疾人人数及残疾类别

根据2006年全国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推算，截至2006年4月1日，北京市约有残疾人口99. 9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6. 49%，其中农村残疾人口29. 9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29. 93%。残疾类别主要有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语言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七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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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查显示，北京农村残疾人中肢体残疾的比例最高，达到34. 2%；其次是多重残疾，达到24. 7%；再次是听力残疾，达到20. 7%；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视力残疾分别占比6. 7%、6. 2%、6. 4%。

2.农村残疾人年龄及受教育程度

北京市的残疾人从年龄角度来看，主要以40岁以上的中老年居多，其中65~80岁的老年残疾人的比例更是超过了1/3，而40岁以下的残疾人比例则非常低。在6岁及6岁以上的残疾人中，农村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要明显低于城市残疾人，如表6-1所示，农村残疾人不识字率高达41. 7%，而城市残疾人不识字率只有19. 7%；初中及初中以上学历的农村残疾人的比例也在逐步降低，且明显低于城市残疾人的比例。农村残疾人知识贫困的状况会严重阻碍其技能学习与就业，甚至可能会造成贫困的代际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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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北京市6岁及6岁以上残疾人受教育程度的城乡比较单位：人

资料来源：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3.农村残疾人就业及社会保障情况

北京地区的抽样调查显示，北京农村残疾人中，15岁及15岁以下的就业人口只有22. 5%，而没有就业的人口则高达77. 5%，之所以有很多残疾人没有就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丧失了劳动能力，这部分人口占了57. 9%；其次是因为要料理家务、照顾家庭，这部分人口占了28. 9%；再次是离退休，这部分群体占了9. 5%；而由于自身原因失去工作、在校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就业等其他原因没有就业的人口的比例则不到1%。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农村残疾人往往得不到正规就业，导致达到一定年龄后离退休的比例较低；同时农村残疾人的劳动负担也相对更大，照顾家庭等会影响其就业；农村残疾人没有就业的原因也相对简单，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丧失了劳动能力无法继续就业。

对于那些无法继续就业的农村残疾人来说，生活来源成为他们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调查显示，离退休金、领取的基本生活费和家庭其他成员的供养是残疾人最重要的生活来源，其中对于农村残疾人来说，生活基本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没有就业的农村残疾人有73. 7%是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的；14. 4%的农村残疾人依靠领取基本生活费维持生活；只有9. 6%的农村残疾人依靠离退休金
 生活。在农村，家庭成员的保障依然是农村残疾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目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并没有完全覆盖全部贫困人口，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残疾人口很大一部分都被排除在外，缺乏社会保障（孔祥智、钟真，2008）。

4.农村残疾人的生活状况

从总体来说，农村残疾人的生活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善，但相比正常人，农村残疾人的生活水平普遍偏低。一是收入水平低。残疾人无法适应激烈的就业竞争，因此，个人收入明显低于正常人。在2005年的调查中发现农村残疾人的人均年收入为3 383元，远低于农村的人均年收入4 837元和城市残疾人的人均年收入10 003元。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北京市农村残疾人的人均年收入排名全国第四位，情况相比较而言还属于良好。二是住房条件差。农村残疾人的人均住房面积为28. 8平方米，低于农村平均水平29. 1平方米，但农村残疾人房屋自有率高达94. 6%，很少有租赁的情况。三是生活质量普遍偏低。由于农村残疾人家庭收入较低，所以大部分残疾人的消费水平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也很少参与公共娱乐活动，以家用电器为例，农村残疾人家庭冰箱拥有率为49. 0%，洗衣机拥有率为41. 3%，电脑拥有率为7. 0%，而城市残疾人家庭这三项电器的拥有率却高达90. 1%、80. 2%和35. 8%。

（二）北京市农村残疾人救助模式分析

1.农村残疾人救助的对象及内容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显示，北京市农村残疾人大约有73. 7%是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来维持生活的，所以对农村残疾人的救助不应该只局限于个人，而应该涵盖包括其他成员在内的整个残疾人家庭。

我国的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四部分，其中社会救助是为贫困人口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的，它的救助对象是社会的低收入人群，目的是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社会救助也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残疾人社会保障指的是国家保障
 残疾公民在生病、年老、丧失劳动力、失业、失学等情况下依旧能够获得基本的物质帮助，并给予他们相应的康复、医疗、就业教育等权益保障的社会保障制度（钟志远，2011）。我国对农村残疾人的社会保障主要还集中在社会救助方面，主要包括对残疾人及其家庭其他成员基本生活的保障以及促进残疾人家庭增收。

在农村，并不是所有的残疾人家庭都是贫困的，有的残疾人家庭由于残疾人本人或其他成员创收能力强，所以整个家庭并不贫困；但有的残疾人家庭则存在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基本生活难以维持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将残疾人家庭根据残疾人有无劳动能力和家庭贫困程度进行划分：第一种是残疾人无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第二种是残疾人无劳动能力的相对富裕家庭；第三种是残疾人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第四种是残疾人有劳动能力的相对富裕家庭。第一类残疾人家庭是救助工作的难点，第三类残疾人家庭是救助工作的重点。

2.农村残疾人救助的主要形式

农村低保制度是最基础的救助形式。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数据，北京市大约有11. 8%的农村残疾人享受着低保的待遇。根据北京市民政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市农村低保平均标准达到了1 580元，比上年的平均标准提高了70元，具体来看，各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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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农村低保标准如表6-2所示，由于各区（县）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同，所以目前北京市还没有制定统一的农村低保标准。

2006年6月，北京市民政局宣布，北京市农村将建立低保标准调整机制，此后，各个区（县）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便可以按照统一的方法测算了，首先需要测算全市农村低保的平均标准，然后乘以区（县）的平衡系数，再加上或减去适当的调整数（孔祥智、钟真，2008）。这种方法使得各区（县）之间的低保更平衡，也可以及时准确地随着物价消费指数的变化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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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北京各区（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单位：元

资料来源：京华时报. 2006-06-13（4）.

除了农村低保救助之外，还有其他的救助形式。例如，怀柔区对农村残疾人的救助方法还包括对困难人群进行的“三项补助”：对农村的特困残疾人给予每人每月50元的生活补助；在农村残疾人遇到大病、大的事故或自然灾害时，地方政府给予适当的特别救助；对于那些不在低保范围内的无业、重度残疾人员进行全额补贴。

对农村残疾人的救助除了提供生活补贴外，在农村残疾人入学、就医、住房等多个方面都制定了相应的救助政策和救助办法，以保证其真正可以摆脱贫困。例如怀柔区某镇在教育方面，对在本地就读但不在低保范围内的残疾人子女、有学习能力的残疾少年儿童，免除学费和课本费等一切费用，同时还提高他们的生活补助，以此确保其可以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对于这部分人群就读高中和大
 学，当地政府同样给予帮助，高中每年补助500元，大学每年补助1 000元。

3.农村残疾人救助中的困难与不足

农村残疾人属于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对他们进行帮扶的时候还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政策倾斜，因此在帮扶救助过程中会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第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由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社会保障制度也并不健全，一些原本应该由政府提供的服务转而由市场承担，例如医疗、养老保险等，而农村残疾人由于贫困无法购买这些服务，没有办法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一般的农村残疾人除了低保金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政策补助，虽然在低保金的基础上他们的生活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从全国大范围经济繁荣发展的局面来看，他们实际的生活质量却呈相对下降的趋势。

第二，针对农村地区的优惠政策对残疾人没有实际帮助。我国针对农村地区制定了许多优惠政策，例如取消农业税、农村合作医疗、粮食直补、农村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等优惠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陈燕妮，2009），但这些政策却无法实际帮助到农村的残疾人口。粮食直补和取消农业税对于那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毫无帮助；农村合作医疗对于维持残疾人日常医疗的作用本身就十分有限，对于那些重度残疾的群体更是作用有限；农村义务教育依旧无法解决农村残疾人子女读高中和大学的学费问题。

第三，农村助残资金不足，缺乏资金来源。想要真正做好农村残疾人的保障救助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一些措施由于资金短缺而无法贯彻执行，严重影响了救助力度。在取消农业税前，可以将农业税的6%作为社会和自然灾害减免资金提取出来，并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补贴发放给农村残疾人，但在农业税取消后，这种措施也无法实行，没有这种资金来源后，地方政府负担加重，救助力度也受到影响而减弱（孔祥智、钟真，2008）。


 第四，农村残疾人就业困难。农村残疾人就业困难已经是一个公认的事实，就业难的原因有许多，首先是随着经济和城镇一体化的发展，耕地资源在逐渐减少，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也在转变，原本依靠种地来解决就业问题的农村残疾人面临巨大的挑战；其次是农村残疾人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缺乏劳动技能，无法通过劳动转移就业；最后是农村残疾人就业时经常会遭到歧视，很多用人单位不愿意接受残疾人作为员工，即使他们拥有就业能力，即使一些残疾人能够就业，但也存在得不到与正常人同等待遇的情况。

（三）北京市农村残疾人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农村残疾人是社会最底层、最脆弱的群体，针对前面提出的在农村残疾人救助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进：

第一，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继续将农村残疾人口纳入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范围，做到应保尽保。对于那些接近低保线但还未到低保线的无业残疾人，也一并纳入低保范围，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为残疾人提供全额低保金，努力为残疾人提供免费的公共基础服务，努力使农村低保制度之外的临时救济、特别补贴等多种救助方式逐步转变为更加稳定的社会救助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第二，给予农村残疾人更优惠的政策。现阶段各种农业优惠政策对于改善农村贫困状况的确有显著效果，但农村残疾人的这方面的问题却仍无法解决。所以针对本身就处于最弱势的农村残疾人，应该在医疗、教育、养老、就业等方面给予更大的优惠政策，以此避免他们与健康家庭出现过大的差距。

第三，加大对助残资金的投入，拓宽助残资金的来源渠道。农村残疾人的救助工作具有工作量大、工作任务繁重的特点，同时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但实际上却因为缺乏资金而使得一些救助措施无法落实或落实不到位，因此，需要加大对农村残疾人救助工作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加大助残力度；同时还要鼓励全社会积极参与
 和关注农村残疾人救助事业，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增加一些慈善捐赠活动。

第四，通过多种形式推动农村残疾人就业。针对农村残疾人就业难的现状，深入探索就业渠道。首先可以加强职业培训，以培训促进就业。建设完善残疾人职业培训机构，政府提供资金开展残疾人培训，以此增强残疾人的就业能力。其次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灵活的就业方式。根据北京市农村的实际情况，最适合发展乡村旅游，农村残疾人在传统的种地无法继续的情况下，可以结合所在村的自然、人文景观发展乡村旅游，开办农家乐和其他休闲娱乐项目来吸引城市的游客。最后要加大行政执法和监督检查的力度。为农村残疾人提供就业岗位，按照比例分派到用人单位，对那些歧视农村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给以警告、处罚；对有些用人单位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的现象要及时指出，切实维护残疾职工的合法权益。



注释


[1]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典型模式[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5：75-79


[2]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太仓市制度化培育新型职业农民[N].太仓日报，2015-01-12.


[4]
 孔祥智，北京市农村残疾人劳动扶持和社会保障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8.


[5]
 本案例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6]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北京市残疾人政策服务手册[M].北京：开明出版社，2013.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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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2017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委托我及我的长江学者创新研究团队撰写一本全面展示中国反贫困事业的专著。

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课题组进行了大量的前期调研，走访了多个贫困县，系统梳理了四十年来中国人民摆脱贫困的历程。“把心交给你”，一位成功摆脱贫困的老农民对我们激动地唱道，国家的扶贫开发让他从之前破旧的茅草屋住上了现代化的楼房，让他8岁的孙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让他的儿子接受职业技能培训摆脱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语言已经无法表达他内心的激动，他紧紧握着我们的手，希望能够表达对党和国家的感谢。在田间地头的实地调研过程中，这样的场景不止一次地出现。中国反贫困的四十年，本身就是一曲波澜壮阔的战斗之歌。随着调研的深入，我们愈加感受到了身上责任的重大。

本书是课题组系列研究成果的综合体现，凝聚
 了全体成员的辛劳、智慧和汗水。课题组仔细查阅了我国扶贫开发的历史档案，几经周折采访到扶贫政策制定时的多位历史亲历者。本书成稿期间正值七八月酷暑，北京的“桑拿天”几乎让几位课题组成员中暑。有时候，办公室里的空调甚至挡不住户外的高温。由于我对课题研究的理论功底、经验证据和文字水平要求较高，课题组成员对初稿进行了多次修改。时间紧，任务重，为了按时交付书稿，课题组成员常常工作到酷暑的深夜，也多次在暴雨如注的天气冒雨赶来办公室开“赤脚”研讨会。在此，我十分感谢课题组成员的辛苦付出。

我作为课题组组长，承担了本书的假说体系和理论框架的构建，指导了调研工作，与大家讨论确定了章节内容，对书稿进行了修改并负责最后的定稿等工作。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彭超副研究员作为课题组的副组长，全程负责课题的具体组织调研和项目协调，并且承担了文字修订和书稿修改的大部分任务。课题组成员的具体分工为：第一章初稿主要执笔人为杨晓婷、朱信凯，第二章初稿主要执笔人为彭楚乔、彭超，第三章初稿主要执笔人为李南、朱信凯，第四章初稿主要执笔人为李英儒、彭超，第五章初稿主要执笔人为黄怡璠、朱信凯，第六章初稿主要执笔人为高小淇、彭超，我的合作博士后孔哲理也参与了初稿的部分写作和修改工作。

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中国扶贫基金会理事长段应碧、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尹成杰、著名反贫困问题学者汪三贵教授等多位领导同仁的指导与帮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对课题研究提供了极大地帮助；中国人民大学苏州校区为课题研究的顺利实施提供了所有可能的方便，特此一并表示感谢。

“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者，是谓妄行。”为了深入了解我国的贫困问题，课题组深入到了扶贫开发工作的第一线，特此对接受课题组调研的所有基层单位和个人致以最真诚的感谢！

《中国反贫困：人类历史的伟大壮举》是中国人民大学建校80周年的献礼之作，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的反贫困工作深入开展，在
 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广大基层干部的努力和奉献下，在亿万人民群众的顽强奋斗下，中华民族必将行稳致远，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朱信凯

乙酉年教师节于中国人民大学明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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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 “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 “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1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 “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推荐序1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自2015年起，处置僵尸企业已经成为中国政府一项正式的经济政策任务，最近政府还提出要将其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牛鼻子。可惜的是实际进展一直比较缓慢，究其原因，恐怕主要还是缺乏有效处置僵尸企业的工作机制。处置僵尸企业，最难化解的两大挑战，一是 “人”往哪儿去？二是 “钱”从何处来？许多僵尸企业往往还具有两个共同特征，即大规模和国有制。而这又令解决 “人”和“钱”的问题变得愈加困难，因此，处置僵尸企业的目标有的时候就只能停留在口号上，政府、银行和企业一起联手拖延时间。

在新的一年里处置僵尸企业的工作能否取得突破，首先要看各级政府能否达成共识，下决心以短痛换长痛。当然更要看能否建立一套有效的处置机制。如果僵尸企业在管理能力、产品质量、技术水平或者市场前景等方面还有竞争优势，可以通过管1理层持股、收购兼并、混合所有制或者债转股等手段进行改造。而对于那些持续亏损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就应该直接破产清盘。中央政府应该考虑设立僵尸企业处置基金，救工人但不救企业，支持僵尸企业快速、平稳地退出。在僵尸企业集中的地区，地方政府应该积极以市场化的方式推动经济转型。

僵尸企业的定义相对简单，但实证辨识比较困难。学界的通常做法是看企业的真实融资成本是否低于市场利率，如果是，就说明企业获得了某种补贴。但每个企业的状况不一样，真实融资成本也会有差异，所以上述做法至多只能算是推测。我国政府在实践中提出了判定僵尸企业的两条标准，一是连续亏损三年，二是不符合结构调整的方向。与学界的做法相比，这个标准的可操作性更强一些，却无法分辨那些获得了政府或银行补贴的企业。

之前我们利用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所做的分析表明，在1998—2007年期间，僵尸企业的比例一直在下降。但何帆和朱鹤利用近年上市公司数据所做的分析则又表明，2009年以后，僵尸企业的比例又有所回升。他们发现，即便按照保守的估算，僵尸企业的比例也在三分之一左右。这个数据准确与否可以再推敲，但毫无疑问，僵尸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为什么僵尸企业这么多？我们起码可以找到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经济增长持续减速导致很多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恶化。中国经济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尤其是自东南亚金融危机以来，政府的 “保八”政策不但深入人心，而且行之有效。这样就养了一批只有经济增速保持在8%以上才能实现微利的企业，我曾经把它们称作 “温室企业”。2010年以来，GDP增速不断下降，到2016年已经跌到6﹒7%。同时，前期 “4万亿元”刺激政策结束之后，加速了企业盈利状况的恶化，客观上催生了大量的僵尸企业。

第二，新旧动能转换期一大批原先生机勃勃的企业失去了活力。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中出现了很多僵尸企业，主要是因2为很多国企面对蓬勃发展的民营和外资企业缺乏竞争力。我国今天的情形跟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情形比较类似，经济高速发展不但带来了收入的大幅增长，成本也迅速提高，过去长期支持中国经济增长的企业失去了竞争力。要实现可持续增长，就需要一方面培养、发展新的产业，另一方面改造、关闭旧的产业。如果失去竞争力的企业不能及时退出，就会变成僵尸企业。

第三，软预算约束使很多没有盈利能力的企业长时间地苟延残喘，实际上大部分难处置的僵尸企业都是国有企业。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的僵尸储贷公司和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的僵尸企业都不是国有的，我国也有一些僵尸企业是民营的。但在多数情况下，一旦民营企业亏损，所有者就会想方设法地去处置。国有企业不着急，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吃定了政府不会放手不管。这也反过来说明过去旨在实现国企、民企公平竞争的政策努力并未达到预期的目的，只要国企还不能面对同样的市场纪律，所谓的公平竞争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毫不夸张地说，僵尸企业不能及时退出，给当前我国经济造成了很多困难，比如，新旧动能转换无法顺利推进，经济增长难以真正触底回升，去杠杆政策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也很难提高，系统性金融风险还会不断累积。

经济增长持续减速是困扰决策者和投资者的一个重要难题。专家们对增速下行有不同的解读，有的强调周期性因素，有的则强调趋势性因素，但其实最根本的可能是结构性因素。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已经实施了将近四十年，过去长期支持高速增长的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源型重工业正在快速地失去竞争力，这其实就是 “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一个体现。所以说，中国经济增长能否真正实现触底回升，关键要看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是否已经完成。在这个过程完成以前，任何增长触底都可能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

如果考察全国各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3思的现象，在市场机制完善、企业家活跃的地区，产业升级换代并无大的障碍。而在过剩产能集中、僵尸企业众多和政府管制严格的地区，创新活动稀缺、民营企业弱小、年轻人纷纷离开。我们之前的研究发现，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但提高了正常企业的融资成本，还降低了其投资率。政府推动新旧动能转换，要从新、旧两端入手，其中就包括让那些已经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平稳地退出市场，否则就会严重阻碍新兴产业的发展。

中国的高杠杆率被很多人看作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一个重大风险因素，广义货币供应量与GDP之比已经超过200%，而非金融企业借贷与GDP之比也高达170%。从国际经验看，去杠杆主要有两条有效的路径，一是危机之后被动地去杠杆，二是主动地局部爆破。从宏观的角度看，短期内主动降杠杆的空间十分有限，收缩力度过大容易引发危机。但我们对国家统计局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分析发现，僵尸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为72%，而正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却只有51%。显然，僵尸企业不但不退出，而且进一步负债，综合杠杆率自然下不来。

近年来政府还一直担忧金融不支持实体经济。但究其背后的原因，既有金融部门投机严重、资金空转的问题，也有实体部门资源利用效率越来越低的问题。中国经济的边际资本产出率从2007年的3﹒5上升到2015年的5﹒9，表明生产一个单位的GDP所需要的资本形成的单位数已经显著上升。而推动金融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的一个因素，是僵尸企业越来越多，持续占用金融资源。因此，改善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既要遏制金融投机和资产泡沫，也需要改善实体经济结构，包括有效处置僵尸企业。

大量的僵尸企业还会显著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支持僵尸企业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保障经济、金融与就业稳定。但长期支持僵尸企业，容易加剧道德风险问题，令系统性金融风险急剧增加，难保会有爆发的一天。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为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当时的日本虽然没有发生金融危4机，但酿成了所谓的 “失去的十年”。

中国在将近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实行渐进的、双轨制的改革策略，避免短期激烈调整的痛苦。目前看，处置僵尸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绕不过去的一道坎。从有利的方面看，化解僵尸企业调整成本的能力已经明显提高。以就业为例，全国过剩产能所涉及的就业只有800万到1 000万，这跟上个世纪90年代实行 “抓大放小”的国企改革每年下岗1 000万工人时所面对的就业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但从不利的方面看，今天的大部分僵尸企业都是重资产的大型企业，很多还是国有企业，在地方经济中举足轻重。

要有效地处置僵尸企业，首先需要明确一个认识，即僵尸国企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稳定基石，恰恰相反，它们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的根源。从表面看，支持僵尸企业的做法保障了经济、金融与就业的稳定，但实际上却降低了经济效率、破坏了市场纪律并加剧了道德风险，最终可能动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其次需要确立一个原则，即真正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政策方针。如果处置僵尸企业还是靠过去老一套的行政手段，最后的结果一定会事倍功半甚至与改革的初衷南辕北辙。

具体而言，我们提出三条政策建议：

第一，对于有竞争实力、只是遭遇短期经营困难的僵尸企业，可以采取管理层持股、混合所有制、收购兼并或债转股等办法进行改造。有的企业技术力量雄厚但产品不适应市场需求，有的企业产品有竞争优势但短期市场疲软，这些企业通过适当的改造与支持，是有可能重振雄风的。但前提是所有的改革措施都要真正实现市场化运作，避免行政干预。比如实行混合所有制，需要真正给民营资本让渡股东的权益；比如实行债转股，必须让投资者真正做到自主决策。如果各级政府还想趁机插一脚甚至包办婚姻，那就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第二，对于那些持续亏损同时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应5该破产清盘，中央可以考虑设立 “僵尸企业处置基金”帮助平稳过渡。我们建议中央出手，主要是基于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大型僵尸企业的形成，多少跟过去的产业政策有关；二是基于这些企业在地方经济中的地位，很难指望地方政府主动作为；三是既然是处置已经要关闭的僵尸企业，就不必过于担心道德风险的问题。至于基金的具体使用，可以由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决策，基本原则是救人不救企业，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以考虑由中央财政赦免部分债务，鼓励金融机构冲销不良资产，控制金融风险。

第三，在僵尸企业集中的铁锈地带，地方政府应该更加积极地作为，重振经济活力。一方面，政府要放弃对经济活动的全方位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放手不管，而应该采取措施改造产业结构。美国曾经有两个污染严重、竞争力缺乏的重工业基地，一个是以汽车产业为主的底特律，一个是以钢铁行业为主的匹兹堡。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前者依然奄奄一息，后者却已经转身为医疗、咨询和高教的重镇，甚至成为最宜居的城市之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匹兹堡市政府积极作为，主动规划并引入新兴产业，一条街一条街地改造，新兴产业完全按市场化的规则运作。这个做法可以为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提供借鉴。

总之，僵尸企业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金融问题的重要根源。因此，经济转型需要紧紧抓住僵尸企业处置这个牛鼻子。这就要求我们对僵尸企业的形成、演变和影响有深入的了解，何帆和朱鹤的新书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开创性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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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起潮落，市场经济永远摆脱不了经济周期的涤荡，僵尸企业的轮回似乎也成为自然之理了！但每每经济危机袭来，大量企业在破产浪潮中僵而不死，人们又开始发出惊叹，又开始重新认识为什么僵尸企业会存在，又开始探索解决僵尸企业的方法。于是乎，经济学界和政策界开始热闹了，在百度搜索中，近三年中国以 “僵尸企业”为主题的新闻达到12﹒7万条，在知网中发表的学术论文有781篇，报纸文章有2 535篇。中国在出现僵尸企业浪潮的同时出现了僵尸企业的研究潮！

在这两个浪潮中我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很大的反差——经济刺激大潮退却以后经济学家们发现了大量大企业过去都是在裸泳，于是纷纷指责企业家和政府的败德，但在研究浪潮来临之际，他们却都毫不犹豫地跳到新浪潮中裸泳，发表无数篇不知所云的高论。7

不过，在拜读何帆和朱鹤二君的大作 《僵尸企业的经济学诊断》之后，我发现了在这个大潮中真正引领研究的弄潮儿。因为他们真正做到了从问题导向出发，以最新理论总结、定量测算和案例研究为基础，把中国僵尸企业治理之策落到实处，能够真正起到理论梳理、思想引领、政策咨询的功效。

1．能够在理论方法总结的基础上，利用7种方法对中国僵尸企业的规模和分布进行测算，大大弥补了僵尸企业研究过于局限定性研究的缺陷，为政府正确认识目前中国僵尸企业的规模、分布以及确定治理的方向提供了坚实的方法和数据基础。

2．能够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上，测算企业自救进行去产能和人员裁减的规模，进而判断目前进行失业人员安置的费用，判断目前政府1 000亿元奖补资金的合理性和分配方案。这能够为政府进一步调整奖补资金政策提供坚实的研究参考。

3．能够在测算企业负债规模的基础上，研究债转股的潜在规模，测算这些债务减免和去杠杆的举措可能导致中国银行业各类风险指标的变化，从而为僵尸企业和去杠杆的政策选择提供了一个量化的参考面。

4．利用美国航空业、通用汽车、日本住专、中国重汽、中核钛白等案例十分生动地将僵尸企业处理的方方面面进行解剖，使本书的可读性大大提升。

当然，中国僵尸企业的处置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僵尸企业的研究不仅要注重理论的积累和创新，注重历史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要看到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环境决定了中国产生僵尸企业的核心原因与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别。例如中国特色的政企关系和银企关系导致中国破产软约束大大强于西方发达国家，再例如中国转型社会的脆弱性导致大企业 “大而不倒”的问题比西方更严重，这也决定了中国治理僵尸企业的方法与西方国家有重大的差别。二是这一轮经济周期与以往存在很大的差别，这一轮中国经济低迷和僵尸企业形成的原因也与8以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这也决定了虽然每轮周期的表现似乎都相似，但解决周期问题的方法和舆论氛围存在重大的差别。例如，我国僵尸企业的债务不仅来源于世界经济的低迷，更来源于政府过度刺激带来的后遗症，也来源于 “脱实向虚”金融泡沫和监管套利的累积，因此本轮僵尸企业债务处置无论从规模还是手段上都与上一轮僵尸企业的债务处置有本质的差别。

正是从上述角度来看，未来对于中国僵尸企业的研究如果能够沿着何帆和朱鹤两位学者的思路和方法，进一步强调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经济以及本轮周期的特性，一定能够取得更多开拓性的成就，一定能够在本轮僵尸企业研究浪潮退却之后，还能为学界的思维开拓和政界的改革创新留下扎实的研究成果。


第一章 僵尸企业来袭

一、为什么要叫它们“僵尸企业”？

著名投资人巴菲特曾经有一句名言：“只有在退潮的时候，才能看出来谁没有穿泳裤”。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逐渐进入低增长时期，一大批僵尸企业悄然来袭。这些僵尸企业经营不善、负债累累，在正常的市场竞争条件下早就应该被淘汰出局，但在某些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庇护下却仍然浮而不沉。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的下行压力，企业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举步维艰，潜在的局部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逐渐积累。僵尸企业的大量出现，严重阻碍了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清理僵尸企业，是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2015年3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视察国家工商总局时首次提到了 “僵尸企业”这个概念。随后，十八届五中全会后的首次国务院常务会会议上，处置 “僵尸企业”成为会议的议题之一。在接下来1的2015年12月9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僵尸企业的议题被再次提出：

对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和长期亏损的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 “出清”，清理处置 “僵尸企业”。

为什么这些企业会被称为僵尸企业呢？

要解释这个概念，首先要从僵尸的词源说起。“僵尸”的英文是 “zombie”。根据牛津大辞典的解释，这个词源自西非，跟刚果方言中 “尸体”（zumbi）的发音很像。在非洲等地的民间传说中，有些邪恶的巫师会用法术使已经死掉的人复活，但复活之后的人没有意识，没有灵魂，只能听命于巫师，成为巫师的奴隶，帮着巫师干很多坏事。要解除这种巫术，只能靠另一个法力更加强大的祭司施展法术，让死人真正死去。随着奴隶贸易的扩散，关于僵尸的故事被带到欧洲和美洲，并逐渐成为流行文化的题材。

1968年，乔治·A﹒罗梅罗 （George A﹒Romero）凭借一部《活死人之夜》（Night of the Living Dead）的电影一举成名，也让僵尸的形象深入人心。在电影中，僵尸的出现不再是因为巫师的法术，而是由某种病毒引起。僵尸最让人恐怖的特性就是传染。一旦被僵尸咬到，活人就会成为新的僵尸。

1987年，正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的凯恩 （Edward J﹒Kane）创造了 “僵尸银行”这一说法。当时，美国有很多联邦储蓄和贷款保险公司 （Federal 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Corporation，以下简称储贷保险公司），其主要业务是管理存款保险，同时兼有发放贷款的功能。由于可以凭借优厚条件获得存款保险金，部分储贷保险公司在放贷的时候也就没有那么多顾忌，把大量资金贷给了并不满足资质要求的公司，承担了过多的风险。结果，这些贷款大多成为不良贷款。根据美国审计总署的数据，1984—1985年间，大概2有230家储贷保险公司的利润在每个季度都为负。如果看净资本的话，大概有450家储贷保险公司的净资本在这期间始终为负。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成了日后应对僵尸企业的经典桥段。为了帮助这些机构，1986年3月，美国银行监管部门规定，储贷保险公司可以将实际损失慢慢地分布到几年时间内体现，并且把资本金要求从5﹒5%下调到4%。在部分国会议员看来，储贷保险公司一直以来都在服务美国的经济发展，而且最近的表现还不错，不能让它们就这么倒闭。囿于强大的政治力量，1986年，政府拿出了150亿美元来帮助这些储贷保险公司。到了1987年，政府又要拿出107﹒5亿美元帮助出问题的储贷保险公司补上窟窿。

这些扶持非但没能解决问题，反而让僵尸企业更加猖狂。在市场上，它们用比同行更高的利率吸收存款，又用比同行更低的利率去放贷，搞得整个行业乌烟瘴气，那些按规矩办事的储贷保险公司深受其害。等到1989年，这些公司的烂账已经彻底补不上了。美国政府最终出台了 《金融机构改革、复兴和强化法案》（Financial Institution Reform，Recovery，and Enforcement Act），废除这些储贷保险公司，把它们管理存款保险的职能转移给了新成立的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但是，此时采取补救行动已经有些迟了。随着大量储贷保险公司被清算并走向倒闭，金融机构在为企业提供融资时变得格外谨慎。再加上当时美联储为了应对通胀而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总需求水平受到巨大冲击，最终成为引发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衰退的重要诱因。

凯恩教授写道：

尽管储贷危机的爆发原因复杂，但借助简单的动画和恐怖电影就能解释为什么储贷保险公司会陷入混乱。在乔治·A﹒罗梅罗的 《活死人之夜》和 《活死人黎明》（Dawn of the Dead）中，死尸爬出墓地，四处游荡，寻找猎物。他们要找的是鲜活的生命。当这些死而又生的 “僵尸”猎捕了其他活人，活人很快就死去，也变成了僵尸。很多储贷保险公司时常会变成僵尸机构。这些机构已经资不抵债，其资产低于其储蓄负债的水平。这些僵尸机构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它们通过政府担保的联邦存款保险机制，依靠纳税人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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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尸企业”的提法鲜明生动，从此不胫而走。从现象上来看，所谓的僵尸企业，主要是指经营效益较差，已经处于连续亏损甚至资不抵债的境地，但由于金融机构或政府的 “输血”，还能苟延残喘的企业。日本、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出现过僵尸企业。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历了该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资产价格泡沫，当时仅东京的地产总值就相当于整个美国地产的估值。最大的几家商业银行为此专门成立了住宅金融专门会社 （简称住专），借钱给企业盖房，同时借钱给居民买房。20世纪90年代初，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大量的房地产企业卖不掉房子，濒临倒闭；许多企业的房产价值大幅缩水，有的甚至资不抵债；有些在房价高峰时期按揭买房的居民还不起贷款，出现违约。住专因此出现了大量不良债权。面对这些问题突出的住专机构，日本政府的做法跟当年的美国如出一辙。1991—1993年，住专公司的不良债权问题已经十分突出，但大藏省依然认为可以通过财政资金注入或减免“住专”负担等方式解决问题，凭空增加了后来的安置成本。到了1996年，如何处理住专留下的不良债权成为日本政府要解决的头等大事。最终，在强烈的民意反对下，政府经过激烈的国会辩论，拿出6 850亿日元处置这些不良债权。许多学者认为这一时期的住专就是典型的僵尸企业，并且正是这些僵尸企业的持续存在，才导致日本经济出现连续十年的衰退。

21世纪初，美国航空业也出现了僵尸企业。受 “9·11”恐怖袭击的影响，美国航空业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部分航空公司出现大面积亏损，有的甚至资不抵债。但是，这些航空公司的债权人和股东却坚持为僵尸企业输血，不让它们倒闭。政府更是全力支持，通过各种注资和优惠贷款，让处于困境的老牌航空公司得以存活。由于航空运力始终无法真正出清，低迷的需求导致价格和成本长期倒挂，整个行业发展因此受到严重影响。

再后来，受2008年次贷危机和2011年欧债危机的冲击，美国、韩国和欧元区一度出现了许多僵尸企业。这批僵尸企业享受到的待遇就更好了。先是有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支持，后来又得到央行调低利率提供融资支持，部分大型企业还能得到政府或央行的直接注资。虽然在一定时期内这些措施避免了经济崩溃，但得到扶持的企业中确有应该倒闭的企业。这些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的信贷资源，最终影响到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复苏进程。直到今天，受到僵尸企业的拖累，这些发达国家经济仍没有完全走出衰退。




[1]
 Kane E﹒The Savings and Loan Insurance Mess．Society．March 1992；29（3）：4 10．


二、一颗老鼠屎和一锅老鼠屎：僵尸企业的危害

记得中学时，每到公布成绩，老师就会数落班里学习成绩最差的几个同学。每次老师的台词基本都是：“咱班的平均分又被你们几个拉低了！”这就是僵尸企业最直接的危害：僵尸企业和差学生一样，直接拉低了整个行业的效率水平。

这其中的道理很容易理解。僵尸企业的典型特征是效率低下，有些甚至已经到了即使卖掉全部家当也还不起债的地步。图1-1是1990—2000年针对日本22个行业数据的分析结果。如图所示，横轴是僵尸企业占比，纵轴为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两者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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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僵尸企业占比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 （TFP）增长率

资料来源：Caballero，Hoshi和Kashyap（2008）。


但是，僵尸企业的危害可不止如此。让我们再次回到中学的场景。为什么这些差学生会让班主任如此头疼？如果他们只是每天迟到，上课睡觉，偶尔旷课不来，跟别的同学不相往来，或许班主任还是能够容忍的。毕竟，大部分同学都在努力学习，班主任会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鼓励好学生身上，帮助他们提高学习水平，即使总有那么几个差生，但总体来看，班级的平均成绩还是会不断提高的。真正让班主任头疼的是，这些差生自己不听课，也不让别人好好听课。差生在上课的时候并没有睡觉，而是在不停地讲小话、嗑瓜子，甚至打闹嬉戏。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老师上课的心情和效率，好学生想好好听课也难。这样下去，好学生想学也学不好，全班的学习成绩都会受到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差学生对班级的危害就不再是 “拉低了平均分”这么简单，生气的班主任会说：“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僵尸企业就是这颗老鼠屎，一不留神整个行业甚至整个经济都会被它搞坏。


（一）危害之一：阻碍生产率提高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解释经济发展时，创造了一个概念，叫做 “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在他看来，经济发展靠的是不断创新。最初的创新来自极个别的企业家，他们通过天才的思路或发明革新生产技术或商业模式，开发新的市场，并由此获取超额利润。慢慢地，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发觉这种技术或商业模式的存在并先后跟进，最终整个行业的需求会饱和，企业无法获得超额利润，但此时的行业已不同往日，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已经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等待下一轮的创新。

但这种创新是有代价的。随着新技术的推广，旧的技术和生产体系不能适应新的市场，而且通常来说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也会相对增加。因此，这些守旧的企业终将被市场淘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创新是具有毁灭性的，创新在让一批企业崛起的同时，也迫使另一批企业走向消亡。但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是行业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必由之路。不破不立，只有经过洗礼，经济的整体生产率才会提高。

然而，僵尸企业的存在打破了上述进程。在出现新技术或新商业模式之后，部分企业的经营压力会增加，盈利水平不断下降。但是，这些企业背后有巫师存在，这个巫师往往是银行和政府。出于各种考虑，银行和政府不希望这些困难企业倒闭，即使它们已经无法盈利，即使它们已经资不抵债。僵尸企业的持续存在让新兴企业无法更好地实现产品替代，制约了新兴企业的崛起。既然创新无利可图，创新的动力就会逐渐丧失。没有了创新，行业就没法发展，经济就会失去活力。企业、行业和宏观经济就像三个互相联动的齿轮。只有企业充满活力，行业才能蒸蒸日上，只有行业蒸蒸日上，经济发展才能大展宏图。然而，僵尸企业就像锈掉的齿轮，无法顺畅地转动，一旦企业的齿轮被卡住，宏观经济的齿轮也终将停止转动 （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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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企业、行业与宏观经济



（二）危害之二：降低资源配置效率


僵尸企业的第二大危害是让资源流向本不该去的企业和行业，严重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这就好比班里所有的辅导书和名校考题都发给了不学习的差学生，而那些想学习的好学生们却只有一本破旧不堪的教科书。具体来说，僵尸企业主要会导致两种关键资源的错配：劳动力和资本。

Tanaka（2006）测算了一下20世纪90年代日本劳动力在夕阳行业和朝阳行业之间的转移效率，发现在衰退期间，日本的劳动力并没有从效率低的部门向效率高的部门转移。之前，已经有研究表明，受到特殊行业技能的限制，劳动力很难在不同行业之间自由流动 （Abe and Ohta，2001）。但Tanaka（2006）的研究发现，20世纪90年代日本劳动力流动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僵尸企业过多。僵尸企业招募的劳动力数量远大于正常企业，这严重阻碍了劳动力向生产率更高的企业转移。不仅如此，Tanaka（2006）还发现，一旦劳动力进入僵尸企业工作，就不再愿意从僵尸企业退出。Hoshi（2006）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Hoshi（2006）对1993—2001年日本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控制盈利因素后，僵尸企业和正常企业在减少就业岗位上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僵尸企业比正常企业创造了更多的就业岗位。这种现象反映出僵尸企业希望通过扩张摆脱困境，从而变为正常企业的动机。

僵尸企业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机制导致资本出现错配。一是僵尸企业的存在导致资本的配置不满足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最优条件。简单来说，就是僵尸企业本身由于经营效率低下，不能发挥资本的最高价值。就好比你把唯一的精编习题集给了差学生，不用说他根本就不想学习，就算想学习他也看不懂、用不了。

按道理来说，银行应该将贷款从表现较差的企业收回，并投向效率更高的企业，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收益，也就是把这本习题集从差学生手中收回，而留给好学生使用。但是，现实中的银行为了掩盖不良贷款，会不断给较差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这样就阻碍了资本的有效配置，那些更有能力运用资本的企业反而更难拿到资本。Kwon，Narita和Narita（2015）通过构建包含异质性厂商的模型来计算这种信贷资源错配导致的效率损失。研究结论表明，20世纪90年代日本总体生产率的实际降幅中，有37%可以用资本的错配来解释。

二是由道德风险导致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在僵尸企业眼里，银行的钱实在来得太容易，花起来自然是不考虑效率。Sekine，Kobayashi和Saita（2003）对1986—1999年间日本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僵尸企业在获得大量信贷资源之后，盈利水平出现了降低。问题的关键在于，造成盈利水平下降的原因并非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如果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是造成盈利水平下降的原因，那么反过来也会导致企业可承受的贷款利率下降，否则企业就不会愿意增加贷款。可事实上，研究却发现虽然利润在下降，贷款利率却和利润变动之间没有什么显著的相关性。Sekine，Kobayashi和Saita（2003）指出，造成盈利水平下降的真正原因是道德风险：僵尸企业过于容易获得资本，因此并不在意资本的使用效率。这些企业在拿到廉价资本之后，往往会进行大规模投资而不顾这些投资的必要性和效率 （Fukao et al﹒，2006；Imai，2014）。这种行为会导致产能过剩加剧，挤压产品价格，造成整个行业经营环境恶化，好的企业也因此受到影响。这就引出了第三个危害：加剧产能过剩。


（三）危害之三：加剧产能过剩


在实际经营中，企业并不会经常改变价格，而是会根据市场价格变化来调整产量。价格高就多生产一点，价格低就少生产一点。为了灵活应对价格变化，企业就会预留出多余的生产能力。当大部分企业都有多余生产能力时，整个行业自然也就会存在多余产能。这种因经营需要而出现的多余产能十分普遍。从历史经验来看，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 （实际产量／全部生产能力）的历史平均水平大概只有80%，也就是近两成的生产能力都没用上。因此，行业存在多余产能是正常现象。

但是，有些多余产能并不是因经营需要而出现的，这部分多余产能就成为过剩产能。一般而言，行业的产能水平总是要与市场需求相匹配。市场需求一旦减少，整个行业的产能水平就要进行相应调整。正常情况下，首先被淘汰掉的产能就是那些落后产能，对应的企业自然就会倒闭。随着落后企业不断倒闭，行业产能会逐渐减少，直到行业产能与市场需求再次匹配为止。僵尸企业的存在会打断这种必要的调整。在市场需求减少时，这些效率较低的企业却没有被淘汰。本该减少的产能却没有减少，自然就成为多余产能。显然，这部分多余产能并不是因经营需要而出现的，而是僵尸企业阻碍了行业去产能的过程。

许多学术研究已经证明，僵尸企业占比较多的行业，产能过剩现象也就更加严重。不仅如此，还有研究表明，僵尸企业比正常企业更愿意增加员工数量，个别僵尸企业甚至还不断增加投资，而且投资效率普遍较低。这会导致产能过剩进一步加剧。

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影响就是会压低产品的市场价格。持续严重的产能过剩，就会导致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在生产率不提高的情况下，成本很难降低，此时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利润被挤压。这种情况下，产能过剩导致的竞争就变成 “剩者为王”——活下来就是胜利。照理来说，本该是那些效率高的企业活下来。但若有的企业得到了某种庇佑，获得了不死之身，那结局就不再是常理所能预测的了。


（四）终极危害：劣胜优汰


Nishimura，Nakajima和Kiyota（2005）在研究日本制造业和建筑业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1996—1997年间，相对于活下来的企业，选择退出的企业反而生产率更高。不仅如此，那些新进入企业的生产率竟然比现有的企业要低！这完全违背了 “优胜劣汰”的法则。

其实，要解释这个现象并不困难。可以想象，如果班级里的差生过于嚣张，不仅自己不学习，上课捣乱，还结成了学校里的 “黑社会”，专门欺负好学生，那么好学生就会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选择调班或者转校。于是，就出现了差学生没有被开除，反而把好学生挤走的情况。

僵尸企业之所以能够挤垮好的企业，是因为它们更能承受亏损。当行业不景气的时候，产能过剩加剧，产品价格不断下跌，行业内的企业承受着更大的经营压力。在最寒冷的经济冬天，可能会出现全行业亏损。好的企业经此磨难，可能会选择壮士断腕，成败利钝，终非人力所能控制。失败的企业则选择保住自己的尊严。“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僵尸企业可不管这些，它们通过源源不断的银行贷款，获得了巨大的耐亏损能力。笑骂由你笑骂，僵尸我自为之。

故事还没有结束。好企业不断退出，就意味着银行的优质客户逐渐减少。这样，银行就只能把更多的钱投向僵尸企业。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的：僵尸企业拿到钱——好的企业被淘汰——银行没有好的项目——僵尸企业拿到更多的钱。最终，僵尸企业大行其道，银行反而成为僵尸企业的附庸，银行成为僵尸银行。整个经济一蹶不振，陷入长期衰退。

一开始，是一颗老鼠屎。如果我们不加注意，姑息纵容，等到一夜醒来，你会发现锅里变成了热气腾腾的一锅老鼠屎。


三、周期性行业里的僵尸企业

按道理说，只要有银行或其他主体不断提供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支持，僵尸企业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出现在任何行业。因为这就是僵尸企业的生存之道。但从各国的实际经验来看，僵尸企业更容易出现在周期性行业中，比如航空业、钢铁行业和汽车行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一个比较直观的解释是，政府会直接或间接地帮助这些企业活下去。有些行业的周期大多与宏观经济的周期高度相关，比较典型的就是钢铁和汽车行业。在宏观经济不景气时，这些行业同样会遭受负面冲击，甚至比宏观经济下行得更明显。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发达国家政府信奉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认为自己应该坚守 “守夜人”的角色，不应擅自干预经济。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西方国家的大萧条打破了这种迷梦。自那以后，政府不再对经济下滑坐视不理，保障经济发展和就业稳定成为政府最重要的政策目标。为此，在宏观经济面临衰退时，政府大多会实施扩张性的宏观政策刺激经济。既然周期性行业受经济下滑的影响最大，那在政府刺激经济之后，获益最多的自然也是周期性行业。

经济下行的寒冬会摧毁竞争力差的企业，这种淘汰虽然残酷，却能提高行业总体水平。但政府的需求刺激政策就像点燃了一堆篝火，让那些本该被淘汰的企业免于破产，获得喘息之机。在个别情况下，政府甚至会亲自雪中送炭，通过给企业直接注资，甚至收归国有等方式，帮助企业生存下来。

客观来讲，我们不能把政府这种直接或间接扶持企业的行为一棍子打死。有时候政府确实会看走眼，扶持那些早已病入膏肓的企业，以致最终酿成更大的祸患，如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对 “住专”的扶持。但有些情况下，政府确实是帮对了人。这些企业在接受政府注资之后，挺过了经济的寒冬，并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对通用汽车的直接注资。我们将在稍后介绍这一案例。从历史经验来看，政府在紧急关头果断出手可以避免出现最差的情况。经济学界经常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比较，主流结论认为正是由于此次全球政府都采取了果断的应对措施，才避免2008年的金融危机演化成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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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的扶持政策只是原因的一方面，利益相关方的乐观预期才是导致周期性行业更容易出现僵尸企业的根本原因。企业为政府提供税收、创造就业，企业从银行的贷款形成银行的资产，企业对债权人的负债成为债权人的资产。因此，政府、银行和企业债权人都是企业的核心利益相关方，企业倒闭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周期性行业就意味着有高峰和低谷，虽然企业目前身处逆境，但行业总会复苏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这种对行业必然回暖的预期才是它们帮助企业的根本原因。但这种预期纵然是对的，也未必准确，除非满足一定的条件，否则即使行业回暖，企业也仍然无法好转。这时银行对僵尸企业的贷款债务就会越滚越大，初期对僵尸企业的各种帮助和扶持，反而增加了日后处置僵尸企业的成本。


（一）航空业里的僵尸


在周期性行业中，航空业是比较典型的代表。航空业是一个高资金投入、劳动力密集、高固定成本的行业，其产值和利润受国家经济景气周期的影响非常明显。航空公司必须要预见未来几年的运力需求，签订飞机订单之后几年内 （也许是亏损年）飞机才能交付使用，这是航空业难以克服的 “盈利—亏损”循环。如图1-3所示，1978—2014年间，全球航空业共经历了四次衰退，分别是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期、海湾战争时期、“9·11”恐怖袭击之后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初期。其中，后两次衰退期间，全球航空业受到的冲击比较大，在2001年 “9·11”事件之后，全球航空业到2004年才恢复到2000年的水平。而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则更加深远，截至2014年，全球航空乘机人次仍然没有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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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1978—2014年全球航空服务消费状况

资料来源：AFA （Airlines For America），经作者处理。


由于能提供大量的劳动岗位和产值，航空业往往是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在美国更是如此。在美国航空业的行业组织美国航空（Airlines For America）的官方网站上，专门强调 “航空业是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引擎”，并给出一系列数据支持，包括1﹒5万亿美元的产值和1 100万人的岗位驱动。

因此，每次航空业遇到重大挫折，美国政府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嘘寒问暖。在 “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的第10天，美国审计总署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马上向美国商业、科技和运输参议院委员会 （Committee on Commerce，Science，and Transpor-tation，U﹒S﹒Senate）要求对美国航空业给予财政补贴、融资优惠和税收减免等一系列帮助。在美国审计总署署长戴维·沃克 （Da-vid M﹒Walker）的证词中，对航空业的描述是这样的：

保持一个充满活力、发展势头强劲并富有竞争力的商业航空运输系统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一个财务健康的航空运输系统不仅对人力、物力的运输至关重要，而且会对整个经济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联邦政府需要给这个行业提供资金支持。

在此后的十年里，美国政府总是费尽心思地帮助航空业。一方面，美国政府给航空公司提供了庞大的资金支持，包括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50亿美元的无息贷款和50亿美元的低息贷款。此后，2003年因伊拉克战争和非典型肺炎 （SARS）问题，美国政府再次给航空公司补助23亿美元。这些都是直接性的补助或优惠，其他大量的军方采购和订单补助更是多到难以统计，欧盟还专门因为此事与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 （WTO）打了一场嘴仗。而且，这些补助资金中超过70%的部分都流向了老牌航空公司，订单补助更是如此，成立时间较短的低成本航空公司则基本没有得到补助。另一方面，政府还提供了十分贴心的担保服务。2001年，为了让美洲航空公司 （American Airlines）顺利并购环球航空公司（Trans-World Airlines），美国政府和美洲航空公司达成协议，政府承担原环球航空公司相当一部分债务，避免美洲航空公司因被并购航空公司的财务问题拖垮公司。除个别美国的大型航空公司外，大部分的美国航空公司几乎都有破产保护记录，个别航空公司还不止一次。如果没有政府出面的担保，航空公司就面临停止运营的风险。政府的财政担保让美国大陆航空公司、联合航空公司得以再生；让西北航空公司、达美航空公司在破产保护下继续运行。

考虑到航空业如此重要的地位，美国政府对航空公司的帮助似乎情有可原，毕竟这关乎上万亿美元的产值和上千万人的岗位。然而这并不是全部的故事，故事的背后还有一个故事。

在航空行业最困难的时期，反而有一批被称为 “低成本航空公司”的企业并没有出现大规模亏损，而是逆势成长并获得了不菲的盈利。1978年，美国正式解除了对航空业的管制，由此诞生了一批低成本航空公司。与老牌航空公司相比，低成本航空公司最主要的特点是机队机型少，票价结构简单。到21世纪初，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发展，低成本航空公司资金实力普遍比较雄厚，产品线也已经趋于成熟。更重要的是，这些公司不必面对那些所谓的 “遗留问题”，比如退休员工的工资、维护多种机型飞机和旧飞机的成本，以及维持航线网络的成本。

经营模式的差异决定了两类公司不同的债务积累路径。在冲击面前，所有航空公司都要增加贷款来补充受损的现金流。但是，由于老牌航空公司面对的固定成本太高，所以只能把借来的钱主要用于维持日常经营。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则大多把借来的钱用于增加流动资产，让钱生钱，从经营中产生新的现金。渐渐地，老牌航空公司的债务越来越多，高额债务导致了利息支出也在不断增加，财务状况日益恶化。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债务虽然也增加了，但是数量并不大，而且它们的借款都能产生新的现金流，所以偿还能力自然比老牌航空公司要好。2003年，低成本航空公司每天产生现金220万美元，而老牌航空公司每天只有约68﹒2万美元。在事后处理债务时，几家老牌航空公司动用了全部 （或者几乎全部）资产，这只能进一步限制它们进入资本市场。而低成本航空公司不断从经营中产生现金，适当的借贷成为良好的助力，自然能获得资本市场的认可。久而久之，两类航空公司在偿还债务的能力方面差距逐渐加大。

数据可以证明，低成本航空公司在此期间取得了惊人的成绩。1998—2003年，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可用座位英里数 （衡量其供应能力的指数）份额从10﹒8%增长为17﹒5%。2004年美国低成本航空公司的运输份额占美国国内航空运输量的25%。2000—2003年，老牌航空公司的服务需求下降了11%，而低成本航空公司上升了37%。2000—2003年，老牌航空公司客运收益下降了28%，而低成本航空公司却增长了12%。2000年，老牌航空公司和低成本航空公司1 000英里航段单位成本差距为45%，到2003年，前者的单位成本高出后者67%。

经过多年的快速发展，目前低成本航空公司已经占到美国民航业30%以上的份额，并成为美国航空业发展的全部增量。事后来看，把美国航空业中的传统公司看作僵尸企业并不为过。美国政府对传统航空公司的帮助，最终只不过延迟了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崛起。


（二）通用汽车的重生


1953年，原通用汽车总裁威尔逊就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在国会听证会上，他说了一句流传至今的话：

在过去的日子里，凡是对美国有利的，都对通用汽车有利，反之亦然。

自那以后，“反之亦然”背后的含义——凡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都对美国有利——成为通用汽车的标签。自1908年成立以来，通用汽车几经沉浮，不断发展壮大，并坐上了全球汽车行业的头把交椅。2007年，通用汽车全年共售出超过936万辆，创下了通用100年历史中的第二个最佳纪录——仅次于历史最高的1978年。

就在同一年，通用汽车也创下了历史亏损纪录。2007年，通用汽车全球范围内的净亏损额高达387亿美元。通用汽车这一轮的亏损始于2004年第四季度。到2005年底，通用汽车已经连续第五个季度亏损，其在美国市场的销量同比下跌22﹒7%。2005年第四季度，通用汽车公司亏损48亿美元，2005年全年的亏损则高达86亿美元。到了2006年，情况略有好转，但通用汽车仍出现19﹒7亿美元的亏损。在2007年创出历史最高亏损纪录之后，2008年第二季度，通用汽车亏损高达155亿美元，通用汽车的市值也达到了1929年以来的最低水平。2008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显示，通用汽车亏损额达到25亿美元，德意志银行将通用汽车的股票评级从“持有”转为 “出售”。2008年，通用汽车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1﹒94，表明通用汽车已经严重资不抵债。

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掀开了次贷危机的序幕。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恐慌导致整个短期信贷市场瞬间崩塌，美国各大银行人人自危，纷纷收紧信贷。美国的实体企业因此很难获得来自银行的短期周转融资，这更是让处于困境中的通用汽车雪上加霜。

持续的巨额亏损加上流动性紧缺迫使通用汽车向美国政府发出求救信号。2008年12月2日，通用汽车集团向美国国会申请250亿政府紧急救助贷款。随后，美国向通用汽车提供了134亿美元的短期贷款，条件是按照美国政府给出的计划进行重组。到此为止，通用汽车确实满足了僵尸企业的定义——持续亏损，资不抵债，靠政府注资才免于破产。

然而，134亿美元的短期贷款并没能救活通用汽车。2009年4月27日，通用汽车再次向美国政府申请高达116亿美元的政府贷款。截至2009年6月，通用汽车公司负债达到1 728﹒1亿美元，这远远超过了其所拥有的822﹒9亿美元资产。由于陷入了严重资不抵债的困境，2009年6月1日，通用汽车公司向纽约破产法庭递交破产保护申请，正式进入破产保护程序。

最终，通用汽车的利益相关方还是达成了新的重组计划，并于2009年7月10日宣布结束破产保护，新通用汽车公司就此诞生。但是，美国政府为此投入了巨大的救助成本。2008—2009年间，美国财政部以贷款和注资等方式，共向通用汽车提供495亿美元的救济金，同时换取该公司9﹒12亿股票，在新通用汽车公司的持股比例为60%。针对这笔救助，美国财政部曾预测向通用汽车注资将损失440亿美元。

事实证明，通用汽车的重组必要且有效。通用汽车的重组措施主要包括大规模裁撤高管和员工，员工降薪和高管限薪，关闭部分地区性工厂，以及出售旗下部分品牌。等到2010年4月，新通用汽车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已经还清了全部的政府贷款。新通用汽车公司于2010年11月18日在华尔街重新上市。2011年3月4日，通用汽车公司公布重组后首个全年财报，显示2010年通用汽车共实现普通股股东净利润47亿美元，连续四个季度均实现盈利。此后在2011—2015年间，通用汽车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和净利润始终为正。通用汽车迎来了新生。

通用汽车的重生表明美国政府的救助非常成功。到2013年底，美国政府已经将持有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全部出售，共计收回资金约390亿美元。两相比较，政府在救助通用汽车问题上大概付出了100亿美元的成本，这远小于2009年美国财政部估计的损失。而且，更重要的是这比放任通用汽车破产而导致的成本要小得多。正如美国财政部长雅各布·卢在声明中提到的：“如果不向通用汽车提供救助，美国会因此损失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


（三）启示


重新审视周期性行业的两个例子，可以发现故事的开头是如此的相似：都是意外冲击 （“9·11”事件和金融危机）导致出现巨额亏损，都多次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然而，等到故事终了，通用汽车重获新生，可美国老牌航空公司还在继续挣扎，始终没能迎来属于自己的春天。

原因何在？

就企业而言，缺乏周期思维是企业容易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身处周期性行业的企业往往会在繁荣时期过度投资，以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但它们却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利润和亏损是按照同样的市场份额进行分配的。一旦行业受到冲击，之前获得最多利润的人就是现在要承担最多亏损的人。有时候不同周期下的盈亏分配还会呈现出显著的不对称性，盲目扩张的企业承担的亏损份额可能要远大于之前获得的好处。因此，周期性行业中的企业应该强化周期思维，学会居安思危，在身处顺境时不要盲目乐观，时刻保持企业具有较高的恢复力。

政府可以学到的就更多了。正如前文所述，在周期性行业面临危机时，政府进行财政支持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在紧急情况下，政府对特大企业的暂时性输血，是保证不出现连锁反应和行业性崩溃的必要条件。上述案例表明，周期性行业里的僵尸企业并非无药可救。危急时刻，政府理应果断出手，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但是，光靠输血是远远不够的，比输血更重要的是促使公司和行业展开变革。在应对21世纪初的航空业衰退时，政府显然认为这只是暂时性的需求冲击，而没有看到航空业正面临的巨大变革——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崛起。政府对老牌航空公司的持续救助看似挽救了航空业，但实际上阻碍了行业的结构性调整。当时，老牌航空公司也提出了一些减少成本的计划，但由于这些计划只是流于表面，并没有涉及真正的变革，导致最终效果并不理想。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对通用汽车提出了严苛的重组要求，重组之后的通用汽车可谓脱胎换骨，一举改变了此前连年亏损的局面。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要把输血当成要求公司变革的筹码，而不能让公司把政府的救助变成沉没成本，以此要挟政府。在下一部分，我们会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的僵尸企业进行研究，其中一个主要结论就是 “企业自救才是企业摆脱僵尸状态的关键”。由此来看，通用汽车的成功并非偶然。“唯用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如果政府一定要救助这些企业，那就应该对它们提出更高的改革要求，让企业最终恢复造血能力，早日重生。



注释


[1]
 Barry Eichengreen，Hall of Mirror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


四、经济衰退时期的僵尸企业


（一）经济衰退时期可能导致僵尸企业大量出现


俗话说：“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对于企业来讲，“天”就是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宏观经济不景气会从流量和存量两方面影响到企业，因此可能导致僵尸企业大量出现。

一方面，宏观经济不景气会导致总需求不足和价格水平下降，企业利润受到挤压，现金流不断恶化，企业的利息成本就会相对增加。这时，企业偿还债务本息的压力会逐渐增加，直到无法按时偿还利息，形成实质性违约。此时，银行出于减少不良贷款的考虑，不会贸然选择清算，往往会继续给企业追加贷款，以期市场改善后，企业能够恢复正常盈利并偿还所有本息。

另一方面，经济衰退期往往会伴随资产价值的大范围重估。在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资产端对应的厂房、土地和设备价值就会面临大规模缩水的风险，而负债端则大多是刚性负债，不会减少。如此一来，即便某些企业的经营可能不会受经济衰退太大影响，有些优质企业甚至会在市场不景气时抢占更多的市场份额。但是，由于资产价值出现大幅缩水，企业可能会在极短时间内陷入资不抵债的状态，也就是技术性破产。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提出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1]

 一旦认定为这种情况，银行和政府就会继续对这些暂时受困的企业给予资金和信贷支持。

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历了一次长时间的经济衰退，被称为“失去的十年”。在此期间，日本出现了大量的僵尸企业，严重阻碍了日本经济的调整和恢复。在这一节里，我们将以日本的经验为例，重点介绍经济衰退期僵尸企业的表现和成因，并从银行、政府和企业三方的角度，总结日本应对僵尸企业的基本经验。


（二）日本的经验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本市场泡沫全面破裂，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大幅下跌，从那时起整个经济陷入了十余年的衰退。在此期间，僵尸企业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衰退初期，大量经营房地产、建筑的公司受房价下跌影响出现经营困难，部分倒闭，部分获得外部融资支持成为僵尸企业。为这些僵尸企业提供融资的机构本身成为僵尸金融机构，为世人所熟知的僵尸金融机构就是下文的主角，名字叫做 “住专”的大型僵尸。第二次是2000年以后，这次的僵尸企业主要分布在零售、酒店等行业，但由于这些企业的规模并不大，也并非高度关联性行业，因此日本并没有把它们作为行业问题，而是作为个案区别对待。在处置措施上，政府并没有过多介入，主要凭借资本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力量处理。

下面，我们先讲一讲 “住专”的故事。

1．住专变僵尸

住专是 “住宅金融专门会社”的简称，第一家住专成立于1971年，成立的初衷是商业银行要扩大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业务的规模。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膨胀，住专开始突破自己的业务范围，从事商业地产的贷款。这一时期，城市商业用地是主要投资热点，许多本来不经营房地产的企业也加入炒房大军中，重复质押的情况更是屡见不鲜。许多银行不方便直接放贷的项目，或者风险较高的项目，都转手介绍给了自己对应的住专。1980—1990年间，住专向企业发放的房地产开发贷款由1 400亿日元上升到9﹒6万亿日元，占比从4%上升到接近80%，摇身一变成为 “房地产金融专业公司”。

整个信贷市场更是疯狂。根据日本银行的数据，1984—1989年，日本银行年贷款额由202万亿日元增加到317万亿日元，增幅达57%。其中，银行对制造业 （一般机械、电气机械和运输机械）的贷款1984年为55万亿日元，1989年为54万亿日元，6年间没有变动，而对非制造业 （建设、金融保险、不动产及商业服务业）的贷款则由120万亿日元增至206万亿日元，增幅72%，其中住宅贷款由14万亿日元增至35万亿日元，增幅150%。

等到1990年，日本政府开始注意到房地产市场过热的情况。日本大藏省为了控制银行向房地产行业的大量融资，决定对银行的房地产信贷规模实行总量控制。但这根本就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调控，因为按照规定，住宅金融专业公司并不包括在内。这给房地产市场融资留了个口子，也为今后埋下了祸患。于是，普通商业银行向房地产行业的抵押贷款虽然在下降，但实际上资金需求全部转向住专。有些股东银行纷纷把本是自己的客户转给旗下的住专。同时，为了保证住专的资金来源，大藏省竟然去忽悠农林水产省，让农林水产省一起 “劝说”农协类金融机构向住专公司注入资金。1989年，农协类金融机构对住专公司的贷款规模约1﹒9万亿日元。等到后来住专东窗事发时，农协类金融机构对住专公司的贷款规模已经飙升至5﹒5万亿日元，成为后期住专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

从1991年起，房地产市场泡沫开始破裂，地价紧随股价出现大幅下跌。以1990年的地价为基准，1994年东京市住宅地价下跌了40%，中心的商业地价下跌了60%。楼市疯狂之时，房地产公司建造了大批写字楼、公寓，但随着地价下跌，买家瞬间消失，有些楼盘以不到20%的价格出售仍然无人问津。住专的主要贷款对象——中小房地产公司普遍出现经营亏损，无法按期还贷，甚至丧失了支付贷款利息的能力。有些企业已资不抵债，住专即使采取清偿还贷措施，也只能收回贷款的一小部分。

但是，出于对 “土地神话”的笃信，银行方面的基本判断是：地价下跌是暂时现象，迟早还会反弹。于是，股东银行通过住专继续向房地产业追加贷款，政府系统的各类金融机构也采取了相同的措施，因此就出现了 “僵尸银行支撑僵尸企业”的局面。越来越多的企业为避免破产而成为僵尸企业，住专所背负的实际不良贷款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

事实上，大藏省早在1991年前后就已经感觉到住专的发展苗头不对。在对住专的实际经营情况进行一次全面调查之后，大藏省发现住专公司在管理上存在严重问题，不良资产总额为4﹒6万亿日元。不知大藏省是想要掩盖真相，还是没有把住专的问题当成大事，这次调查报告并未被公开，更没有被告知当时已经是住专公司主要债权人的农协类金融机构。但问题总归还是存在，大藏省因此提出了一个 “住专重建方案”，要求住专对应的股东银行将借给住专的贷款转为资本金，以此来缓解住专的债务，说白了就是债转股。同时，大藏省还限制金融机构对住专继续提供贷款，但农协类金融机构却不在此列。大藏省甚至又去同农林水产省商量，继续引入农协类金融机构的资金作为住专的周转资金。这是大藏省对农林水产省的第二次忽悠。

纸终究包不住火。1995年3月，四家住专公司公开宣布丧失还贷能力。这时，大藏省再次对七家住专公司进行全面调查，发现这七家住专公司都已经实质性破产。调查初步表明，住专公司的不良资产规模已经达到8﹒1万亿日元，处理这些不良资产要承担的可能损失高达6﹒4万亿日元。三年过去了，住专的呆账不降反升，1992年的 “住专重建方案”彻底宣告失败。

最让人震惊的事情并不是损失的规模，而是事情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住专仍然不能顺利破产。在住专的全部负债中，股东银行的负债约为3﹒5万亿日元，排名仅为第二，之前被数次忽悠的农协类金融机构才是住专的最大债权人，对住专的负债高达5﹒5万亿日元。如果住专走向破产，处置不良资产可能会造成6﹒4万亿日元的损失，而农协类金融机构至少要承担其中一半损失。所以，农协类金融机构坚决反对让住专破产，而是要求股东银行继续出资救助住专。股东银行不是傻瓜，它们很清楚住专早已无可救药，因此任何超过股东银行实际负债的损失都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来自股东银行的融资大多都有抵押品，哪怕住专破产了，股东银行还能通过处置抵押品挽回一些损失。日本全国银行协会明确表示：“如果要求股东银行对住专的债务承担过大的责任，将不反对住专的破产处理。”

大藏省几经斡旋，终于达成了各方都同意的住专处置方案。第一步是债务减免，规模为6﹒41万亿日元。其中，股东银行放弃对住专的全部债权，也就是3﹒5万亿日元，其他债权人放弃对住专的1﹒7万亿日元债权。剩下的1﹒21万亿日元的债务中，由农协类金融机构以 “赠予”的名义承担5 300亿日元，再用财政资金承担6 800亿日元的债务损失。第二步，成立一家专门处理住专债务的机构，接受7家住专的全部资产并负责处置。至此，僵而不死的7家住专公司终于寿终正寝，走进了坟墓。

2．病理分析

住专问题的出现和最终处理，折射出日本在 “失去的十年”里存在的诸多典型问题。虽然住专最终走向了破产，但僵尸企业并未从此消失。往事并不如烟，研究住专问题出现的病理，有助于中国在处置僵尸企业时避免犯同样的错误。

从住专变僵尸的过程中可以看出，最直接的原因是政府的政策失误。第一个失误是 “漏”，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这种 “漏”可能是故意的。1990年，政府用信贷规模控制的方式调控房地产市场，却 “漏”掉了住专；等到后期限制金融机构对住专的贷款时，又“漏”掉了农协类金融机构。这种不彻底的政策设计直接导致住专债务规模不断增加。

第二个失误是 “拖”。早在1991年前后，大藏省已经发现了住专的问题。如果当时大藏省就能果断处置，住专背负的不良贷款或许会小得多，至少农协类金融机构不会陷入过深。但是，大藏省却选择了拖延，指望仅用债转股的方式帮助住专公司脱困，无视住专的深层次问题。事后处置住专时，作为最大债权人的农协类金融机构之所以能承担最小的损失，重要的筹码就是大藏省对第一次住专公司调查结果的掩盖行为。虽然大藏省以 “保护企业机密”的理由为自己辩护，可当时农协类金融机构已经是重要债权人。非但不告知实际情况，还二次忽悠农协类金融机构继续追加贷款，这种行为集中体现了大藏省的 “拖字诀”。先是 “漏”，后是 “拖”，最终酿成了重大危机，整个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都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3．大藏省 “先漏后拖”的原因何在？

原因之一是住专的官员大多来自大藏省和股东银行。当时，7家住专的总经理、董事长等要职几乎均由大藏省的退休官员担任。在所有高管中，来自股东银行的高管接近9成。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住宅金融公司的总经理庭山庆一郎就是大藏省出身。不仅如此，正是庭山庆一郎当年向大藏省提议设立 “专门从事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机构”，随后由他本人亲自出马，联合三和银行等9家银行共同出资，组建了日本第一家住专公司——日本住宅金融公司。住专破产就意味着这些前任官员和下放高管的饭碗不保，可以设想这些人为了避免住专破产会付出多大的努力。只不过这种小算盘终究拿不上台面，当然更无法服众。

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日本战后形成的 “护送船队”式金融监管体制。“护送船队”的比喻来自二战时期负责运送武器或粮食的护卫舰队。当时，日本的运输船一般20～30艘为一队，然后由巡洋舰进行护送。在航行过程中，为保证所有船队都能顺利到达目的地，航速最慢的船决定了整个船队的行进速度。在日本的经济组成中，大藏省就是巡洋舰，金融部门就是航速最慢的船，因此所有的监管政策都是保护金融部门的发展和稳定。在 “护送船队”模式下，日本银行在接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了无一破产的纪录。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这种监管思路，那就是 “一个都不能少”。这种模式确实可以照顾到弱势部门和弱势企业，但这种保护会减少企业和行业间的竞争，并容易滋生出极大的道德风险。在这种监管思路的指导下，1990年大藏省要调控房地产市场，却为住专留了口子，让它们扩大一些业务，多获得一些贷款利息。住专也深知大藏省不会轻易让自己破产，贷款就更加肆无忌惮，有时甚至连抵押都不要。大藏省在第二次调查后公布了7家住专各自的贷款额排名前五十位的公司的呆账及坏账资料。根据公布的资料，7家住专向这350家公司共发放贷款4﹒4万亿日元，但用于抵押的房地产价值只有1万亿日元，仅为贷款额的24﹒4%。1992年，大藏省已经明确知道住专出现问题，却还是想通过债转股、增加过桥资金等方式帮助住专，完全无视住专已经破产的现实。

一旦救了根本救不活的人，那就等同于在用巫术复活尸体。最初是 “一个都不能少”，最后是 “一个都跑不了”。7家住专的破产让政府吞下了自己种下的苦果。1997年，日本排名前十的北海道拓殖银行宣布破产，彻底打破了日本一直以来 “银行不破产”的神话，也宣告了 “护送船队”模式的终结。

等到21世纪初日本政府再处置僵尸企业的时候，思路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日本政府再没有直接帮助僵尸企业，反而加强了监管，让僵尸企业暴露在阳光下。根据Fukuda的研究结果，这一时期只有少数僵尸企业破产，很多僵尸企业反而恢复了正常运营。我们不禁要问，这背后发生了什么？日本通关生化危机的策略究竟是什么？

4．欲治僵尸，先治银行

僵尸企业之所以能一直生存，关键还是背后有人在持续为它提供资金。多数情况下，这个人就是银行。因此，要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就必须阻止银行继续为日本企业提供资金，切断僵尸企业产生的源头。要消除银行为僵尸企业提供资金的动机，关键在于消除银行对不良贷款的担忧。应对不良贷款主要有两种思路，一是银行靠盈利逐渐化解不良贷款，二是银行把不良贷款卖给其他人。第一种思路更加市场化，但需要的时间往往比较长。特别是在僵尸企业遍及各地、经济活力下降的情况下，银行的盈利水平也会下降，而不良贷款规模却会上升，此时第一种方法行不通。

实践中，主要选择第二种方法，即银行把不良资产卖给第三方，由第三方负责处理不良资产。面对僵尸企业带来的不良资产，日本当年就是采取这种方法帮助银行摆脱不良资产。但这种方法会让银行立即遭受损失，因此为避免对银行冲击过大，需要有人为银行注资，这个注资人就是政府。至此，我们已经找到消除银行动机的方法了：卖掉不良资产，再由政府注资支持银行经营。加上产业再生机构运营经费，日本政府为解决不良债权问题所投入的公共资金总额达到80万亿日元。

不仅如此，还要搞清楚银行用何种方法掩盖了不良贷款。银行的每一笔贷款都是银行的资产，这些资产的价值决定了银行的贷款是否合理。如果银行要给僵尸企业持续提供贷款，那就要提高这些贷款对应的投资项目的质量。这种现象普遍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因此，解决银行为僵尸企业输血的途径就是要让不良贷款显性化，也就是对不良贷款的价值进行重估。

日本当年采取的重估方法是现金流贴现方法。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项目在未来时期内可能产生的所有收益，根据一定的比率折算成当前的价值。这个比率叫做贴现率。比如，如果一个项目一年之后可以产生103元的收益，那么在贴现率为3%的情况下，一年后的103元就相当于现在的100元。不难发现，贴现率是用现金流贴现方法进行资产重估的关键因素，贴现率越低，收益的现值就越高。为了保证资产重估能够有效进行，日本专门制定了一个统一的计算现金流的指导大纲，并把它写入金融厅的检查指导手册。

5．企业的自我救赎

在解决银行输血的问题之后，是不是等着僵尸企业自生自灭就可以了？这些僵尸企业可不会坐以待毙。Fukuda和Nakamura（2011）用改进后的CHK方法计算了日本的僵尸企业数量，发现到2004年日本僵尸企业占比从2001年的30%以上下降到不到10%。但是，让他们惊讶的是，只有少数僵尸企业倒闭，多数僵尸企业反而恢复了正常状态。按理说，只有这些僵尸企业真正倒闭出局，经济才有可能恢复正常。而且，僵尸企业如果真的没有社会价值，那它们注定是要倒闭的。通过进一步的研究，Nakamura和Fukuda（2014）发现那些以壮士断腕式的决心采取自救手段的企业，更有可能恢复正常。

企业自救主要指实质性的企业重组。在日本，企业重组有三大法宝：裁员，卖厂，减分红。其中，裁员就是减少员工人数，卖厂就是出售固定资产，减分红就是减少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事实表明，减少员工人数和出售固定资产确实有助于企业恢复正常。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僵尸企业往往比正常企业更愿意增加员工数量（Tanaka，2006），个别僵尸企业甚至更愿意投资 （Fukao et al﹒，2006；Imai，2014）。这些增加的员工和投资对企业来说都是多余的投入，严重影响了企业效率的提高。抛弃这部分多余的人员和设备投入，无疑对企业效率的提升有较大帮助。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不会显著增加企业恢复正常的机会。因此，总的来说，减少成本 （cost cutting）比鼓励创新 （innovation ef-fort）更有助于僵尸企业恢复正常。

但是，减少高层管理人员的分红对僵尸企业的恢复却有负面影响。这一结果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要知道，做出重组决策的是企业的高层人员，一旦重组会触及自身的利益，那么管理层受到的就是负向激励。反正僵尸企业一时半会儿也死不了，为什么要牺牲自己的分红呢？

除了实施重组之外，债权人对僵尸企业的债务减记，企业财务透明度的增加以及有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对僵尸企业恢复正常有重要影响。2002—2004年间，日本僵尸企业大量减少，这段时间正值全球经济环境回暖，外部环境好转对僵尸企业的恢复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由此看来，日本僵尸企业恢复正常的过程，实在是天时地利人和。

6．政府的角色

明确了银行和企业要做的事，最后说一下政府的角色。根据前面的内容我们可以首先确定政府要做的头两件事情：注资和监管。所谓注资，就是在银行剥离不良资产之后，为这些银行注入一定规模的资本金。政府给银行注资主要有两层用意，一是避免损失过大造成大范围的银行倒闭，从而导致整个银行体系出现问题。二是避免银行因为资本金减少开始减少贷款，进而引发信贷萎缩。除了为银行注资，政府也可以通过设立专项基金的方式为特定企业注资。为了解决僵尸企业问题，日本成立了产业再生机构，给重组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帮助企业应对重组造成的新困难。

政府注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在替别人的错误埋单。很多情况下，政府为应对危机花费的资金并没有那么多，在有些项目上政府的注资甚至是赚钱的。根据Koo和Sasaki（2011）的估计，1998—2004年间日本政府用于应对衰退所付出的成本大约为11﹒5万亿日元，这一数额约为2008年日本GDP的2﹒32%，比欧盟委员会估计的70万亿日元和IMF估计的21﹒8万亿日元都要小得多。

但是，政府注资也会引发新的问题。其一，政府注资有可能带来道德风险。既然不管是谁惹的祸，政府都会出来收拾烂摊子，那么银行为什么还要小心经营呢？银行要做的唯一事情，就是把自己做成巨无霸，大到政府不敢让自己倒闭，就彻底安全了。其二，可能催生一批僵尸银行。当这些银行完全依靠政府才能生存，政府又不敢让它们倒闭的时候，僵尸企业问题就进化成僵尸银行问题。Calderon和Schaeck（2011）的研究发现，危机期间，政府的干预次数越多，出现僵尸银行的机会也就越大。

因此，为了配合注资，政府还要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减少注资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具体到日本的经验，此前提到的统一再贴现率计算框架就是日本加强银行监管的一个例子。除此之外，日本还规定，对于大幅偏离健全化计划的银行，政府有权要求该银行进行业务整改。如果同一家银行连续两到三次接到业务整改的命令，银行领导就会被问责。事后来看，这些措施确实有效提高了银行的经营效率，减少了银行对僵尸企业的贷款。

除了注资和加强监管，政府还有一项重要任务，甚至是最重要的任务，即保障社会稳定。如前所述，僵尸企业要想恢复正常，裁撤冗余员工是绕不开的环节。为了保障社会稳定，日本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保障失业员工生活，促进再就业的措施。日本劳动省为此延长了对离职员工的雇佣保险支付期限，并加强相关职业培训、岗位介绍等信息服务。对于部分受冲击较大的地区，中央政府选择优先安排公共设施建设，并明确规定40%以上的用工要从离职员工中招聘。


（三）启示


日本在应对僵尸企业的问题上经验和教训一样丰富。不难看出，21世纪初美国对传统航空公司的扶持，简直可以算是日本扶持住专公司的翻版。危难当前，暂时性输血可能是必要的，但光靠输血绝不可能解决问题，必须要推进企业乃至行业性的结构调整。

从资金来源看，直接为僵尸企业提供融资的是银行，政府更多是作为幕后推手。因此，处置僵尸企业的第一步就是要切断持续性输血的渠道。这就要求监管部门要加强对贷款合规性的审核力度，同时对贷款价值进行重估，尽快找出与僵尸企业有关的贷款，然后停止输血。哪怕需要暂时性的资金支持，也要保证输血资金的公开化。

无论是切断输血还是暂时维持一段输血，都只是必要条件，企业积极自救才是走出困境的核心。这种自救可能是主动的，但多数时候要靠外在的压力，压力的来源则是资金提供方。企业自救应围绕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和债务负担进行，以提高企业经营的可持续性，其主要措施就是裁员和出售固定资产。

对于政府来说，应该加强对金融部门的监管，防止过多的信贷资源继续流向僵尸企业。与此同时，要重点应对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出现的失业问题。扶持就业的政策要以保障社会稳定为最终目的，避免用保岗位的方式保就业，要通过创造新岗位、支持再就业的方式，实现失业人员向新岗位的平稳过渡。



注释


[1]
 　　辜朝明．大衰退：宏观经济学的圣杯．上海：东方出版社，2016．


第二章 中国有多少僵尸企业？

一、僵尸企业的识别方法简述

2015年底至今，中央连续发出征讨僵尸企业的檄文，要求“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僵尸企业已经挡住了中国经济转型之路，必须尽快妥善处置僵尸企业。然而，要解决中国的僵尸企业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一个关键事实，即中国到底有多少僵尸企业。

早期对僵尸企业的研究比较粗糙。这些研究并没有从识别僵尸企业出发，直接测度僵尸企业的数量，而是从一些反常现象去推断僵尸企业的存在。例如，Sekine，Kobayashi和Saita（2003）的研究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银行贷款更多地流向了那些资产负债率已经很高的公司，特别是建筑业和房地产业公司。Peek和Rosengren（2005）对同一时期的日本公司进行了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1993—1999年，经营效益越差的日本企业，拿到的银行贷款反而越多。

Caballero，Hoshi和Kashyap（2008）最早给出了直接识别僵尸企业的方法，学术界称为 “CHK方法”。这种方法主要分为两步。第一步，计算出最低利息，这个利息是所有企业根据在现有条件下可能享受到的最优利率而支付的最低利息。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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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的含义是，在最优惠的条件下，一个企业需要支付的最低利息。企业融资，可以借短期贷款，可以借长期贷款，也可以发行债券。rs
 和r L
 分别表示一定时期内最优惠的短期利率和长期利率，这个优惠利率就是银行给那些信誉最高的企业的贷款利率，rb
 是企业发行债券要支付的利率，可以用近五年来可观测到的同类企业发债的最低利率来表示。Bs
 ，BL
 和Bond分别表示短期贷款规模、长期贷款规模和企业发行的债券规模。最好的企业能够享受最优惠的利率水平，因此支付的利息也是最低的。

第二步，将最低利息与企业实际支付的利息进行对比，那些实际支付利息比最低利息还低的企业就有可能是僵尸企业。Caballe-ro，Hoshi和Kashyap（2008）的研究发现，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僵尸企业的占比快速上升，1996年最高时占比接近35%。不仅如此，这些僵尸企业在生产率方面显著低于其他企业，而且僵尸企业占比越高的行业，生产率就越低，产能过剩也越严重。

虽然CHK方法给出了识别僵尸企业的直接标准，Hoshi（2006）
[1]

 指出，CHK方法至少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有些特别优秀的企业享受的贷款利率可能更低，因此可能会把正常企业识别成僵尸企业。其二，银行补贴僵尸企业的方法不仅限于提供更低的利率，放宽审查、借旧还新等方式都可以帮助僵尸企业活下去。如此一来，僵尸企业就可能被当成正常企业处理。

针对上述问题，后来的学者对CHK方法进行了修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Tanaka（2006）以及Fukuda和Nakamura（2011）的研究。Tanaka（2006）首先应用CHK方法识别出僵尸企业，然后将满足如下三个标准中的任意一条的公司剔除。这三个标准分别是：当年分红高于上一年，公司债券的发行期限高于11年，以及总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超过40%。Tanaka（2006）的修正在部分程度上弥补了CHK方法的不足，但是引入上述标准的逻辑比较薄弱，公司债券的发行期限数据也比较难以获得，因此没能得到广泛应用。

相对于Tanaka（2006）的研究，Fukuda和Nakamura（2011）的修正思路更为明确，可操作性也更强。Fukuda和Nakamura（2011）通过引入 “盈利标准”和 “持续信贷标准”来修正上述问题。

“盈利标准”用来修正第一个问题，具体表述为：　　“满足CHK标准的僵尸企业在缴纳利息和税收之前的营业收益，如果高于计算出的最低利息水平，则被视为正常企业并踢出样本”。一般来说，任何一个优质的企业在缴纳利息和税收之前的营业收益应该高于计算出的最低利息水平。如果连这一点都达不到，那么这个企业在实质上就是亏损的，只不过是银行给了它更低的贷款利息而已。

“持续信贷标准”用来修正第二个问题，表述为：“公司如满足三个条件——上一年的债务与总资产的比重超过50%，今年的外部贷款有所增加，以及今年的息税前收益少于计算出的最低利息——则被视为僵尸企业加入样本”。这个方法的逻辑是：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果上一年债务与总资产的比重超过50%，那就说明这个企业的债务水平已经相当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能够保持盈利，也就是净利润为正，那么继续增加外部贷款也算说得过去。反过来说，一个本来负债水平就较高的企业，在亏损的情况下反而还在不断增加贷款，显然这个企业很不正常。因此，该企业就极有可能是僵尸企业。Fukuda和Nakamura（2011）的研究表明，经过修正的CHK方法测出来的僵尸企业占比与不良贷款率走势高度吻合，表明修正后的CHK标准准确性更高。

但是，经过Fukuda和Nakamura（2011）修正后的CHK方法也有一定缺陷，主要表现为没有考虑时间因素。如果一家正常企业只是经历了暂时性的困难，它也有可能被识别成僵尸企业；相反，如果某个僵尸企业借助政府补助等其他非常规手段取得了良好表现，就有可能成为漏网之鱼。为了解决上述问题，Imai（2014）对Fukuda和Nakamura（2011）给出的盈利标准进行修正。Imai（2014）用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平均息税前净利润，减去同一时期内的平均最优利息水平，作为改进后的盈利标准。当年份期限为一年时，该标准就成为最初的盈利标准。Imai（2014）分别取1～9年作为样本时期，测度日本僵尸企业的数量。研究发现，当时期为3年及3年以上时，测度出来的僵尸企业数量基本保持稳定。

除此之外，国内还存在另外两种识别僵尸企业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由国务院提出的，即不符合国家能耗、环保、质量、安全等标准，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满足这些条件的企业就可以被认为是僵尸企业，国务院要求对这些企业实行关停并转或剥离重组。相比于此前的表述，此次国务院给出的识别方法已经相当明确，可操作性也更强，但同时也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例如，如果以 “持续亏损三年”为标准，那么上市公司中不可能存在僵尸企业，因为持续亏损三年的上市公司必须退市。但事实上，某些处于产能过剩行业的上市公司很有可能是僵尸企业。此外，能耗、环保等标准都有很强的弹性，可操作性远不如财务指标，而且贸然制定相关标准，还有可能出现 “管制俘获”现象。

第二种方法由武汉科技大学董登新提出，此处称为 “实际利润法”，具体表述是 “扣除非经常损益后，每股收益连续三年为负数的企业”。应该说，这种方法是对第一种标准的改进。政府补贴、税费返还等费用都会计入企业的非经常损益，也就是在正常的经营活动之外，具有偶然性的收入。显然，这种扣除非经常损益后的每股收益更能反映企业的实际经营状况。但是，第二种标准没有考虑到银行在僵尸企业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国际经验来看，银行才是造成僵尸企业问题的根源，也是僵尸企业最核心的盟友。



注释


[1]
 Caballero，Hoshi和Kashyap等人的研究最初于2005年10月公开发布。


二、方法和数据说明


（一）方法说明


在充分借鉴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构建了四种单条件识别方法。CHK方法Ⅰ和CHK方法Ⅱ从僵尸企业的成因出发，强调了银行和政府的作用；实际利润法Ⅰ和实际利润法Ⅱ从僵尸企业的表现出发，强调了企业实际的经营状况。值得注意的是，单条件识别方法囿于信息的局限，误差较大，且容易系统性高估僵尸企业的数量。

因此，我们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三个多条件识别方法，以实现有效信息的整合。过度借贷法同时考虑了僵尸企业的特征表现和行为，即高负债、实际亏损和增加借款；连续亏损法考虑了时间因素，从而排除短期性因素对企业的影响；综合性方法同时考虑了僵尸企业的成因和后果，即获得补贴和实际亏损。七种识别方法的基本内容见表2-1。在接下来的应用过程中，我们会对每种方法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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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七种僵尸企业识别方法的详细说明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章用到的所有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均来自Wind金融数据库，时间跨度为2007—2015年，样本为当年之前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上市公司。举例来说，2014年的全部上市公司样本中，要剔除全部金融类上市公司和2014年新上市的公司。经处理后，2007—2015年上市公司的总样本数量分别是：1 354、1 469、1 545、1642、1 985、2 263、2 417、2 419、2 539。

可直接获得的财务数据包括利息支出、净利润、非经常损益、政府补贴、税收返还和减免、资产负债率。当期借款总额为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应付债券之和。当期外部融资规模等于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减去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我们参照魏志华等人（2012）的研究，用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支付。

本章涉及的最复杂的数据来自最低利息支付水平的计算。其中，最优短期利率和最优长期利率用时间加权后的贷款基准利率衡量。在确定最优惠的债券发行利率时，我们参考Caballero，Hoshi和Kashyap（2008）的方法，用可观察到的最低公司债发行利率作为最优惠的利率水平，即同期AAA级公司债的发行利率。


三、中国的僵尸企业数量


（一）CHK方法Ⅰ和CHK方法Ⅱ


CHK方法的核心思路是利用最优惠利率水平来计算一家企业获得的来自银行的补贴。在应用CHK方法时，如何确定最优惠利率水平是关键。计算最优惠利率水平有三个关键的利率参数：短期最优贷款利率、长期最优贷款利率和最优的债券发行利率。虽然在2013年就已经放开对贷款基准利率下限的限制，但在实践中，银行对企业的最优贷款利率往往就是基准利率。在极少数情况下，银行才会给企业以基准利率90%的优惠。因此，本书采用贷款基准利率衡量最优贷款利率，然后用存续时间作为权重算出加权最优惠贷款利率，并以此作为当年的最优惠利率。
[1]

 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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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PR和LPR分别表示短期最优惠贷款利率和长期最优惠贷款利率，SBRi
 和LBRi
 分别表示当年第i个短期基准贷款利率和长期基准贷款利率，Ti
 表示第i个基准贷款利率存续时间占当年总时间的比重。

在确定最优惠的债券发行利率时，本书参考Caballero，Hoshi和Kashyap（2008）的方法，用可观察到的最低公司债发行利率作为最优惠的利率水平，该数据来自Wind金融数据库。表2-2给出了计算最优惠利率水平涉及的利率参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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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2007—2015年最优惠短期利率、长期利率和公司债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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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在确定各项利率参数之后，我们给出企业享受到的银行补贴s1
 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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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1
 表示企业享受的补贴水平，rs
 ，rL
 ，rb
 分别表示最优短期利率、长期利率和公司债利率。Bs
 ，BL
 ，Bond和R分别表示上市公司当年的短期借款、长期借款、应付债券和实际利息支出。
(2)

 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补贴水平s1
 就是CHK方法Ⅰ。当s1
 大于0时，说明该上市公司有可能就是僵尸企业。

CHK方法Ⅰ衡量了企业享受的来自银行的补贴水平，但是没有考虑到政府的角色。在中国，基于对税收和就业的考虑，地方政府经常是造成僵尸企业的关键因素。因此，在应用CHK方法Ⅰ时，有必要考虑地方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地方政府会通过资金注入、税收返免等方式扶持当地企业，这相当于当地企业享受到的补贴。同时，这种补贴也可以作为利息支付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这样一来，就相当于企业享受到了更多的利息补贴。对公式 （2—4）进行修正，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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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 （2—5）在公式 （2—4）的基础上，引入了政府补贴 （GS）和税收返免 （TRDE）。用企业的利息支出减去政府补贴和税收返免，才是企业实际支付的利息。在此基础上，用最优利息支出减去企业实际支付的利息，就可以衡量企业享受的来自银行和政府部门的补贴水平s2
 。这就是CHK方法Ⅱ。显然，CHK方法Ⅱ比CHK方法Ⅰ更为全面，满足条件 “s 2
 大于0”的企业也就会更多。

图2-1和图2-2分别代表的是用CHK方法Ⅰ和CHK方法Ⅱ测度出的中国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首先来看CHK方法Ⅰ的测度结果。CHK方法Ⅰ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在2007—2009年不断减少，由419家减少至347家，占比从30﹒9%下降到22﹒5%。随后，僵尸企业数量开始逐年攀升，于2013年达到峰值844家，占当年全部上市公司样本总数的34﹒9%。如果从占比的角度来看，早在2011年，CHK方法Ⅰ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占比就已经达到峰值，占当年全部上市公司样本总数的39﹒4%，随后则开始逐年递减。2013年至今，CHK方法Ⅰ测度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均在逐年下降。截至2015年，CHK方法Ⅰ测度出的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数量为691家，占比为27﹒2%。

从趋势上来看，CHK方法Ⅱ的测度结果与CHK方法Ⅰ基本一致，但CHK方法Ⅱ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要显著高于CHK方法Ⅰ，且差距有逐年扩大的趋势。从数量上看，CHK方法Ⅱ的测度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7—2009年，这一时期僵尸企业的数量基本保持稳定。第二个阶段是2009—2013年，这一时期僵尸企业的数量快速增加，从2009年的542家增加到2013年的1 428家，四年内增幅达163%。第三个阶段是2013—2015年，这三年内僵尸企业的数量基本保持稳定。从占比来看，中国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占比在2010年突然增加，从2009年的35﹒1%增加到2010年的57﹒6%，增加了22﹒5个百分点。此后，僵尸企业占比呈现出稳中有降的态势。截至2015年，CHK方法Ⅱ测度出的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数量为1 360家，占比为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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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CHK方法Ⅰ和CHK方法Ⅱ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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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CHK方法Ⅰ和CHK方法Ⅱ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占比


从结果来看，应用CHK方法Ⅰ和CHK方法Ⅱ测度出来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都相当高。应该说，无论是27﹒2%还是53﹒6%，都显然高估了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规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CHK方法Ⅰ和CHK方法Ⅱ失效。一方面，我们选取的样本是上市公司，这些公司的各项资质都比较好，本就应该比普通公司以更优惠的利率条件拿到贷款。另一方面，中国现行的会计准则并没有区分公司向不同主体的借款。在实践中，上市公司可以从多个主体获得资金并形成负债，银行只是其中之一，因此如何准确估计上市公司支付的银行贷款利息在学术界一直是难题。因此，我们构造出了一个多条件识别方法，即综合性方法，将CHK方法与实际利润法相结合，以提高识别僵尸企业的准确程度。


（二）实际利润法Ⅰ和实际利润法Ⅱ


实际利润法的核心思路是结合财务数据，发现企业经营的真实情况。在财务报表中，有一项叫做非经常性损益。简单来说，非经常性损益就是与公司正常经营没有直接联系的收入或者支出，而且是偶然发生的。这就好比上班路上捡了100块钱，虽然收入增加了，但是不能当作工资。证监会曾经专门发文，要求注册会计师在审计的时候，要重点关注非经常性损益，因为很容易用该项目来掩盖公司实际经营不良的情况。

既然是僵尸企业，公司经营一定已经存在比较大的问题，但是问题又没有那么明显。因此，从净利润中减去非经常性损益就能得到公司靠正常经营所取得的净利润。如果计算出的实际净利润是负的，就有理由认为该企业具备僵尸企业的必要条件。这种方法就叫做实际利润法Ⅰ，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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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NP 1
 代表用实际利润法Ⅰ测度出的实际净利润 （real net profitⅠ），NP代表净利润 （net profit），NRGL代表非经常性损益 （non-recurring gains and loses）。

但是，实际利润法Ⅰ没有涉及僵尸企业存在的本质，即银行或地方政府的支持。在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中，包含 “政府补助”和“税收返还、减免”两个子项目。这两个项目与政府直接有关，可以很好地反映出政府对企业的扶持力度。如果公司的净利润本来为正，但在扣除政府补助和税收返免之后变为负数，那就更有理由相信这家公司就是传说中的僵尸企业。这种方法就叫做实际利润法Ⅱ，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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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RNP 2
 代表用实际利润法Ⅱ测度出的实际净利润 （real net profitⅡ），NP代表净利润 （net profit），GS代表政府补助 （gov-ernment subsidy），TRDE代表政府的税费减免、返还规模 （tax return，deduction and exemption）。

图2-3和图2-4分别代表用两种实际利润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如图所示，首先，从数量上来看，实际利润法Ⅰ测度出来的数量显著大于实际利润法Ⅱ，这是因为实际利润法Ⅱ只考虑了政府的补助，识别条件更为严格。其次，虽然在数量上有差距，但两者呈现出了完全相同的趋势。

具体来说，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突然增加。其中，实际利润法Ⅰ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增加了119家，达到417家，占比增加了6﹒4个百分点，达到28﹒4%；实际利润法Ⅱ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则增加了172家，达到312家，占比增加了10﹒9个百分点，达到21﹒2%。考虑到实际利润法Ⅱ重点强调了政府的作用，上述变化暗示着2008年政府对僵尸企业的救助力度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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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实际利润法Ⅰ和实际利润法Ⅱ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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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实际利润法Ⅰ和实际利润法Ⅱ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占比


此后，中国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连续两年出现下降，由2008年的417家和312家下降至2010年的289家和195家。2011年后，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又开始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2015年，实际利润法Ⅰ测度出640家僵尸企业，较2010年增加了351家，占比达25﹒2%，较2010年增加了7﹒6%；实际利润法Ⅱ测度出480家僵尸企业，较2010年增加了285家，占比为18﹒9%，较2010年增加了7%。

如果把寻找僵尸企业比作寻找犯罪嫌疑人的话，应用实际利润法时就要更加谨慎。就像不能仅凭有作案时间就给嫌疑人定罪一样，如果企业在某一年出现亏损，也只是成为僵尸企业的必要条件。但是，如果某家企业连续数年都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家企业就是僵尸企业。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给出了第一种识别僵尸企业的多条件方法，即连续亏损法。


（三）连续亏损法


顾名思义，连续亏损法就是把考察的时间拉长，找出连续数年实际亏损的企业。此处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要选取多长时间才合适呢？时间过短，就不足以排除暂时性因素的干扰；时间过长，又可能把标准限定的过于严格。Imai（2014）的研究表明，在识别僵尸企业的时候，以三年为限是比较稳健的标准。巧合的是，国务院和董登新对僵尸企业的定义中都是以三年为标准。我们也以三年为限，看看有多少企业连续三年都处于实际亏损状态。对于这些企业，我们有理由怀疑它们就是僵尸企业。

此外，学术研究和国际经验均表明，能够连续支持僵尸企业的只有银行部门，政府对僵尸企业的直接帮助并不大。即使考虑到中国的现实，政府也很难长期持续地以各类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僵尸企业。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政府借助银行等第三方来支持僵尸企业。因此，我们选择用实际利润法Ⅰ作为连续亏损法的识别标准，而不选择局限于狭义的政府补贴的实际利润法Ⅱ。

图2-5和图2-6分别代表连续三年满足实际利润法Ⅰ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如图所示，僵尸企业的数量和占比都在2012年达到最低，此后开始逐渐上升，2014年和2015年保持平稳。可以说，用连续亏损法测度出来的僵尸企业呈现出显著的周期性特点，与中国经济的宏观周期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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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连续亏损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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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　连续亏损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占比


2009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实施了大规模的政策刺激。国民经济快速反弹，中国上市公司的盈利水平得以恢复，僵尸企业数量开始连年下降。到了2012年，因政策刺激导致的宏观经济反弹基本结束，各项指标均已回到危机前的均值，经济下行压力再度增加。此时，中国企业的盈利压力开始增加，僵尸企业也开始增加。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的下滑趋势开始缓解，各项指标开始表现出触底迹象，宏观经济进入筑底阶段，僵尸企业的规模因此开始趋于稳定。


（四）过度借贷法


过度借贷法的思想源自Fukuda和Nakamura（2011），可以分解为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企业的负债率比较高，也就是企业的债务负担较重。第二个条件是企业无法正常盈利，也就是说企业处于实际亏损状态。第三个条件强调企业的行为，表现为企业的借款不断增加。过度借贷法的识别逻辑为：若某个企业目前正承担着较重的债务负担，且无法实现正常盈利，处于实际亏损状态，那么对于该企业来说，合理的选择应该是逐渐减少负债。但是，如果该企业在负债累累、无法盈利的情况下还在不断增加负债，这就是典型的僵尸企业的生存方式。

针对第一个条件，我们选择用所有样本公司资产负债率的30%分位数作为判断标准。这是因为判断一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否过高时，往往难以找到固定的标准。此时，将排名前30%的企业作为候选对象是合理的考虑。从数据来看，这个标准在多数年份都大大超过50%。针对第二个条件，我们选择实际利润法Ⅰ进行测度。如前所述，非经常性损益会影响对企业实际经营情况的判断，仅用企业的净利润加以衡量有失偏颇。针对第三个条件，我们用当年借款总额减去上一年借款总额的差额来衡量。其中，借款总额用现金流量表中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减去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加以衡量。

图2-7和图2-8分别代表用过度借贷法测度出的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如图所示，过度借贷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波动非常大。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非常少，仅为5家。到了2008年，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突然出现了大幅增加，从5家增加到161家，占比达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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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过度借债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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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过度借债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占比


此后三年里，中国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开始呈现下台阶式的减少，并在2011年达到了相当低的水平——4家。然后，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和占比在2012年又突然大幅增加，数量为227家，达到近9年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僵尸企业的占比也上升为10%。此后，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均有所减少，数量减少至160家左右，占比约为6﹒5%。2015年，过度借贷法测算出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数量为161家，占比约6﹒3%。


（五）综合性方法


第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叫做综合性方法。综合性方法就是要找到那些同时满足实际利润法Ⅰ和CHK方法Ⅱ的企业。从上文可知，CHK方法Ⅱ识别出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都是最多的，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为上市公司多为优质企业。因此，CHK方法Ⅱ可以被认为是识别僵尸企业的必要条件之一。而实际利润法则可以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提供新的证据，综合两者的信息显然能更好地识别出僵尸企业。综合性方法的逻辑很明确：企业明明处于实际亏损状态，却还能以优惠条件拿到银行的贷款，这正是典型的僵尸企业行为。此外，之所以没有选择实际利润法Ⅱ，是因为CHK方法Ⅱ和实际利润法Ⅱ都考虑到了政府的作用，同时使用两种方法容易造成信息重复，反而导致识别条件过于严格。

图2-9和图2-10分别代表的是综合性方法测度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如图所示，2007—2012年，用综合性方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基本呈现出稳步增长态势。2007年，用综合性方法测度出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数量为61家，占比仅为4﹒5%。2008年，僵尸企业的数量突然增加到105家，增幅超过70%，在上市公司中的占比也增加到7﹒1%，比2007年增加了近3个百分点。此后，2009年僵尸企业的数量略有下降，但随后开始增加，并且在2012年出现一次大幅跳升。2012年，中国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较2011年增加了101家，数量增加了三分之二，占比更是达到了11﹒1%的历史性高点。此后，2012—2015年间，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和规模开始保持稳定，数量保持在250家左右，占比稳定在10%上下。截至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为274家，占比约10﹒8%。表2-3和表2-4分别给出了2007—2015年七种识别方法下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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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综合性方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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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综合性方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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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2007—2015年七种识别方法下的僵尸企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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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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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2007—2015年七种识别方法下的僵尸企业占比




注释


[1]
 　　虽然在2013年就已经放开对贷款基准利率下限的限制，但在实践中，银行对企业的最优贷款利率往往就是基准利率。为了验证结论的稳健性，我们还尝试用贷款利率的90%作为最优利率的测度，从结果来看，没有影响基本结论。


[2]
 　　魏志华等人 （2012）利用财务费用中的利息支出来计算上市公司的贷款成本。这种用法最初来自Pittman和Fortin（2004）。


四、僵尸企业背后的三个故事

至此，我们应用四种单条件识别方法和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对2007—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进行了测度。从结果来看，不同的测度方法给出了不同的结果，但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几个典型事实。

（1）除CHK方法Ⅰ和连续亏损法 （时间受限）外，其余所有方法的测度结果都表明，中国僵尸企业的数量和占比在2008年有所增加，部分方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的增幅相当大。

（2）除连续亏损法 （时间受限）外，其余所有方法的测度结果都表明，2009年当年中国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均有所下降，部分方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的降幅相当大。

（3）所有方法都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但不同的测度方法给出的僵尸企业规模达到最低点的时间却有较大差异。例如，过度借贷法的最低点出现在2011年，而连续亏损法出现在2012年，CHK方法则是2009年。

（4）同2009年相比，2015年所有方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从占比来看，除连续亏损法外，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占比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如何解释上述现象？哪些因素才是决定中国僵尸企业的关键？接下来，我们要讲中国僵尸企业背后的几个故事。


（一）经济周期


所谓僵尸企业，指的是那些失去盈利能力，却能依靠外部力量帮助存活下来的企业。那么为什么这些企业会失去盈利能力呢？原因有很多。有时是因为企业遭到了重大变故，比如企业突然更换领导层，导致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出现问题。有时是因为企业本身的激励机制有问题，员工缺乏激励，管理层忙着中饱私囊，企业自然没有活力。但是，这些原因的偶然性太强，无法解释中国在2008年突然出现了大规模的僵尸企业，也无法解释僵尸企业在之后几年的多次重大变动。事实上，只有经济周期才能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对企业整体的盈利能力产生重要影响。这正是我们的第一个故事，经济周期。

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揭开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序幕。雷曼兄弟的破产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企业的信贷很快受到冲击，许多企业的正常短期融资面临巨大困难。美国电影 《大而不倒》（To Big To Fall）中就有这么一个桥段，美国通用电气CEO给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打电话，表示如果再不抓紧应对金融危机，通用电气将无法获得3个月的短期融资，企业就要倒闭。金融危机很快演化成了经济危机，实体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

不到3个月的时间，这场危机正式传导至中国。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外需骤降，出口规模急剧减少。2008年11月，中国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为－9﹒17%，而2008年10月这一指标的同比增速为17﹒52%。2008年11月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为－18﹒14%，而10月的出口金额同比增速为15﹒15%；2008年11月进口金额同比增速为－2﹒22%，而10月的进口金额同比增速为19﹒29% （见图2-11至图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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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工业企业经营状况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

紧接着，工业企业的经营和盈利状况出现迅速恶化。2008年11月，中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比9月11﹒4%的同比增速下降一半，比2007年同期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当月，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仅增长4﹒89%，远低于8月19﹒39%和2007年11月36﹒68%的增速，到2009年2月更是进一步降为－37﹒27%。2008年第四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为7﹒1%，仅为2007年同期的一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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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2008年至今中国进出口金额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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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2008年至今中国GDP同比增速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的盈利能力自然要受到影响。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数量会突然增加。特别是实际利润法、过度借贷法和综合性方法这些考虑到盈利水平的识别方法，都发现僵尸企业的数量在2008年突然增加。

随后，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政府推出 “4万亿元”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同时配合超级宽松的信贷政策。凭借政策刺激，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触底反弹，多项宏观指标很快触底回升。GDP在2009年第一季度触底，之后快速回升，并于2010年达到12﹒2%。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也在2009年2月重新回到10%以上。这也就解释了2009年当年中国僵尸企业数量下降的现象。

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速再下台阶，开始呈现出波动下行态势。国际方面，2011年发生的欧债危机再次对中国外需造成冲击。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取得新进展，新兴产业逐渐发展壮大。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导致这一时期的经济周期表现复杂，规律性弱，很难独立决定僵尸企业的规模。

进入2015年之后，中国经济下行趋势明显减缓，进入筑底阶段。多数宏观经济指标已经结束前期的快速下降态势并逐步趋稳。部分指标甚至表现出回升态势，只不过整体来看回升力度略显不足。受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僵尸企业的数量也基本与上年持平。特别是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的测度结果表明，2014年和2015年僵尸企业的数量并没有出现显著变化。


（二）货币政策


经济周期可以解释企业盈利能力出现问题，但僵尸之为僵尸，在于该死却未死。企业在丧失盈利能力后，不但没有倒闭，反而能够继续存活，这就值得关注了。从国际经验可以看出，僵尸企业能够存活，靠的就是银行的帮助。现实中，银行帮助僵尸企业的办法无非以下几种。一是降低贷款利率，让企业减少利息支出，这是CHK方法的识别逻辑。二是持续为企业提供贷款，哪怕企业已经没有盈利能力，这是过度借贷法的识别逻辑。三是降低利息的同时持续提供贷款，这是综合性方法的识别逻辑。但是，银行利用贷款帮助僵尸企业的能力并不是无限的，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受央行货币政策的影响。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事，货币政策。

2009年的 “4万亿元”财政刺激政策让整个宏观经济快速触底反弹，但也埋下了通胀的隐患。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从2010年初开始一路上扬，同比增速在2010年11月突破5%。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更是快速反弹至同比增速7﹒1%的水平 （见图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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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2008年至今中国价格水平表现


随着通胀压力越来越大，央行的政策目标开始转为控制通货膨胀，货币政策逐渐收紧。2010年10月—2011年7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央行先后五次上调基准利率，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从5﹒56%上调至6﹒56%，增幅达1个百分点。受此影响，央行每个季度公布的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则从2010年第三季度的6﹒09%上升至2011年第三季度的7﹒8%，增幅达1﹒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1年当年社会融资总规模为12﹒83万亿元，比2010年减少近1万亿元。M2同比增速在2010年12月高达19﹒7%，随后一路减少至2011年11月12﹒7%的水平。不难看出，这一阶段货币政策的紧缩力度和速度都非常强。

到2012年年中，中国通胀水平逐渐回落至3%，前一阶段紧缩的货币政策才有所松动。央行分别在2012年6月和7月两次降息，把短期贷款基准利率下调0﹒5个百分点至5﹒6% （见表2-5和图2-15）。同时，信贷政策也有所放开，2012年全年社会融资规模再创新高，达到15﹒76万亿元，比2011年增加近3万亿元 （见图2-16和图2-17）。此后，货币政策继续保持稳健，直到2014年底才开始新一轮的降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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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2008年至今央行基准利率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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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2008年至今中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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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2007—2015年中国社会融资规模


可以想象，越是在艰难的环境中 （基准利率较高），银行对僵尸企业的 “关怀”就越能体现出来。CHK方法Ⅰ主要关注银行对僵尸企业的利息优惠。根据CHK方法Ⅰ的测度结果，2011年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数量为782家，比2010年的607家增加了175家，一年内增长近30%。到2012年，货币政策放宽之后，僵尸企业的数量反而略有下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因为银行已经不需要通过利率优惠给予僵尸企业支持，而是直接增加贷款。


[image: ]


图2-17　2008年至今中国M2同比增速


另一方面，货币政策能够直接影响银行的信贷规模，进而影响到银行帮助僵尸企业的能力。从这个角度出发，过度借贷法在2011年和2012年间的大幅波动就能得到很好的解释。过度借贷法的三个条件中，要求企业当年的借款总额高于上一年度。可是在货币政策整体偏紧的环境下，这一情况是很难发生的。因此，2011年过度借贷法测度出的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仅有4家。到了2012年，由于货币政策走向宽松，企业获得贷款变得相对容易，于是僵尸企业的数量又增加至227家。


（三）政府的角色


最后一个故事要讲一下政府的角色。在分析不同识别方法下测度出的僵尸企业结果时，我们观察到了两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1）CHK方法Ⅰ和CHK方法Ⅱ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之间的差距在逐年扩大。

如前所述，CHK方法Ⅰ和CHK方法Ⅱ的主要区别在于，CHK方法Ⅱ考虑了政府的作用。因此，CHK方法Ⅰ和CHK方法Ⅱ之间的差距主要反映了政府的力量，而这种差距逐年扩大的趋势，则可以理解为政府在造成僵尸企业问题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到2015年，CHK方法Ⅱ比CHK方法Ⅰ多识别出了669家僵尸企业 （见图2-18），而当年CHK方法Ⅰ仅仅识别出了691家僵尸企业。也就是说，从补贴的角度来看，得到政府的补贴而成为僵尸企业的数量几乎与得到银行补贴的僵尸企业数量一样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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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2007—2015年CHK方法Ⅰ和CHK方法Ⅱ的差距


（2）2015年，CHK方法Ⅰ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比2014年减少了92家，实际利润法Ⅱ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比2014年增加了89家，与CHK方法Ⅰ的减少值几乎一致。与此同时，CHK方法Ⅱ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却基本没有变动，仅比2014年增加了3家 （见图2-19）。

按照前面对方法的描述，实际利润法Ⅱ只关注政府对企业的补贴，从而识别出失去政府补贴就会处于实际亏损状态的僵尸企业。而CHK方法Ⅰ则从利息的角度，只关注那些依靠银行贷款优惠才能存活下来的僵尸企业。2014年和2015年，两种方法识别出来的僵尸企业数量出现了方向相反、数量相同的变化。这让我们不禁猜想，是否存在部分僵尸企业，原来主要依靠银行的贷款优惠，2015年开始改为依赖政府补贴了呢？于是，我们对这些出现变化的企业进行二次识别，发现共有34家上市公司的僵尸企业更换了背后的支持者。换句话说，这34家僵尸企业在2014年还在依靠银行的补贴勉强生存，到2015年却转向了政府的怀抱，依靠政府的补贴苟延残喘。这也再次印证了我们从第一个现象中得出的结论：近年来，除了传统的银行部门外，政府部门已经逐渐成为僵尸企业的另一个 “坚定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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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2014—2015年僵尸企业在不同方法间的 “转移”



第三章 中国僵尸企业的特征分析

要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只知道僵尸企业的总量远远不够，僵尸企业的分布特征更加重要。也就是说，我们要搞清楚哪些行业的僵尸企业最多，哪些地区的僵尸企业最多。除此之外，我们还想了解是不是如主流观点所说的那样，僵尸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为了回答问题，本章将结合第二章的研究结论，对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的特征，包括行业分布、地区分布以及所有制分布进行研究。这里有两个地方需要说明一下。

其一，我们的分析时间限定在2014年和2015年两年。一方面，分析涉及三个维度，即时间、特征和识别方法，而我们只能同时选择其中两个维度来展示结论。因此，为了更好地呈现出我们的分析结论，我们选择牺牲时间维度，只给出僵尸企业的最新特征。另一方面，我们之所以没有只选取2015年的数据，而是同时选择了2014年和2015年这两年，既是为了保证研究结论能够反映最新情况，也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结论的稳定性。如果某些特征在2014年和2015年都存在，那么我们也就有理由认为这种特征是具有稳定性的。

其二，我们的分析主要基于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的测度结果。上一章的研究发现，不同估算方式得到的结果有较大差异，结果所对应的行业分布也不尽相同。在这些方法中，多条件识别方法既能避免单一识别条件可能带来的信息遗漏问题，也能避免识别条件过于严格或宽松导致的样本漏选或误判。因此，多条件识别方法有更强的包容性和科学性，得到的估算结果也更具有参考价值。从结果来看，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即连续亏损法、过度借贷法和综合性方法对僵尸企业数量的量级判断大致相同，即截至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中有6%～10%的僵尸企业。


一、僵尸企业的行业大比拼

那么，这些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究竟分布在哪些行业呢？此处，我们用证监会给出的大类行业标准作为行业划分依据，来考察僵尸企业的行业分布。


（一）过度借贷法下的僵尸企业行业分布


首先来看过度借贷法给出的僵尸企业的行业分布。过度借贷法强调僵尸企业的行为，即企业在负债累累、亏损严重的情况下继续借款，目的是拆东墙补西墙，借新还旧。图3-1是2014年僵尸企业占该行业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排名前15的行业。如图3-1所示，排名前15的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均超过2014年僵尸企业的总样本占比，即6﹒8%。从行业分布来看，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造纸和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产能过剩行业均在列，且行业占比非常高。部分行业，如畜牧业，渔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之所以会排进前15，主要因素是基数太小。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总数只有几家，一旦其中有一家僵尸企业，占比就会很高。纺织业、食品制造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作为最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赫然在列，佐证了保就业是造成僵尸企业的重要原因。此外，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中，僵尸企业有9家，但由于整个房地产行业的上市公司共有133家，僵尸企业的行业占比为6﹒8%，因此没有排入前15。不难看出，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如影相随，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僵尸企业的数量更多，占比往往较高。关于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的关系，我们会在第五章给出更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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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2014年僵尸企业占比排名前15的行业 （过度借贷法）


再看2015年的状况。如图3-2所示，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依然占据了大部分排名。在2014年就榜上有名的石油、煤炭、钢铁、有色金属、造纸等行业依然在列。还有一些产能过剩行业在2014年的名单中并未出现，但在2015年却排到了前15，其中比较典型的是非金属矿物制品业。此处说明一点，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中，占据主要地位的子行业就是水泥、玻璃和陶瓷制造业。除了上面提到的行业，房地产业终于挤进了前15的行列，僵尸企业数量高达14家，在数量方面排名第二，仅次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不仅如此，房地产业的僵尸企业行业占比还达到10﹒4%，比2015年过度借贷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平均占比6﹒3%的水平高出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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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2015年僵尸企业占比排名前15的行业 （过度借贷法）



（二）连续亏损法下的僵尸企业行业分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用连续亏损法测度出来的僵尸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与过度借贷法不同，连续亏损法是从结果去识别僵尸企业。图3-3是2014年僵尸企业占该行业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排名前15的行业。如图3-3所示，排名前15的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均超过2014年僵尸企业的总样本占比，即10﹒4%。从行业分布来看，与过度借贷法整体上相似，在排名上有所不同。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产能过剩行业依然在列，占比同样较高。林业、食品制造业等行业则因为基数原因仍排在前15。房地产行业共有10家僵尸企业，但因为基数较大的原因没能排进前15。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在列。此外，近年来，中国运输能力过剩越来越严重，而运输行业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以及水上运输业）的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也明显较高。总而言之，结论与过度借贷法类似，产能过剩严重的行业中，僵尸企业数量和占比都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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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2014年僵尸企业占比排名前15的行业 （连续亏损法）


到了2015年，连续亏损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行业分布基本上与2014年保持一致，不过在具体排名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产能过剩行业依然占据了大部分，包括钢铁、石油加工、造纸、有色金属和化学制品业。纺织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依然在列，但数量减少了一家。另一方面，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没有出现在2015年的前15中，如食品制造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新晋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虽然排名末位，但数量最多，整个行业的僵尸企业数量高达30家 （见图3-4）。其实，在2014年该行业的僵尸企业数量就有25家，行业占比14﹒6%，在2014年行业占比排名第16名。此外，房地产业的僵尸企业数量依然保持在10家，与2014年持平，这一点与过度借贷法的测度结果有所不同。还有一些行业因为基数原因排名靠前，此处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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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2015年僵尸企业占比排名前15的行业 （连续亏损法）



（三）综合性方法下的僵尸企业行业分布


最后来看一下用综合性方法测度出来的僵尸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综合性方法是指同时满足CHK方法Ⅱ和实际利润法Ⅰ的企业。这种方法强调了银行和政府的补贴在形成僵尸企业的过程中起到的作用。图3-5是2014年僵尸企业占该行业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排名前15的行业。如图3-5所示，排名前15的行业僵尸企业占比均超过2014年僵尸企业的总样本占比，即10%。行业分布与前两种方法依然是整体上相似，但在具体排名上有所不同。其中，通用设备制造业的僵尸企业数量最多，达到19家，行业占比也比较高。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产能过剩行业依然在列，且行业占比较高。农业、渔业等行业则因为基数原因仍排名前15内，但畜牧业的僵尸企业数量显著增加。房地产行业的僵尸企业数量为9家。纺织业和农副食品加工业依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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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2014年僵尸企业占比排名前15的行业 （综合性方法）


与其他两种方法类似，使用综合性方法在2015年测度出的结果与2014年大致相同。排名前15的行业中，产能过剩行业依然是主力军，这些行业包括钢铁、石油加工、炼焦、煤炭、造纸、有色金属等。但是，到2015年，纺织业这个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却不在综合性方法的前15名中了 （见图3-6）。2015年，房地产行业的僵尸企业共有12家，比2014年增加了3家，但由于行业公司数量较多，因此没能进入前15名。值得注意的是，畜牧业连续两年都在综合性方法的行业分布中排名第一，这在部分程度上反映了政府和银行对亏损农业类企业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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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2015年僵尸企业占比排名前15的行业 （综合性方法）



（四）三个典型事实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来看，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行业分布情况基本相同，但在具体排名方面有些差别。与此同时，2014年和2015年两年内僵尸企业的行业分布特征基本一致，并未发生显著变化。此外，个别行业 （如林业）的上市公司总数较少，会在部分程度上干扰僵尸企业行业占比的排名。总而言之，从上述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典型的事实：

（1）在钢铁、石化、有色等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中，僵尸企业的数量都比较多，行业占比也超过平均水平。

（2）部分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僵尸企业的数量也比较多，佐证了 “保就业是造成僵尸企业的重要原因”的观点。

（3）房地产行业的僵尸企业行业占比虽然不高，但2014年和2015年测度出的数量大多在10家以上，值得关注。不仅如此，过度借贷法和综合性方法测度出的房地产僵尸企业数量在2015年还有所增加，这种趋势不容忽视。


二、假如僵尸企业要开老乡会

虽然中央下了坚定的决心要处置僵尸企业，但是解决僵尸企业的责任并不在行业协会身上，各级地方政府才是未来战场上的主角。因此，光搞明白僵尸企业集中在哪些行业还不够，我们还要摸清僵尸企业的地域分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哪些地区的僵尸企业问题最严重。这些地区自然就是今后解决僵尸企业问题的主战场，政府自然要提供更多配套的政策支持。那么，假如僵尸企业要开老乡会，哪些省市会成为实力派的老乡会呢？

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上文的顺序，分别对过度借贷法、连续亏损法和综合性方法的测算结果进行分析。在确定上市公司属于哪个地区的时候，我们主要利用上市公司的注册地来判断僵尸企业的地区归属。


（一）过度借贷法下的僵尸企业地区分布


首先来看过度借贷法测出来的僵尸企业的地区分布。用过度借贷法识别出的2014年僵尸企业占该地区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的地区分布中，山西省、河北省、辽宁省、青海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僵尸企业占比均超过23﹒4%，是僵尸企业占比最多的地区。但是，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的僵尸企业仅有4家和3家，只不过两地区的上市公司数量太少 （分别只有12家和10家），基数效应导致两地区排名靠前。辽宁省的僵尸企业为16家，无论是数量还是占比都位居前列，是僵尸企业老乡会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会。山西省和河北省是第一梯队中的主力，僵尸企业数量分别是8家和11家。

在第二梯队中，吉林省、河南省、四川省、云南省等地区的僵尸企业问题比较严重，占比均在15%以上。河南省和四川省的僵尸企业数量分别为10家和16家，也是僵尸企业老乡会里的实力派。最后，山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和广东省的僵尸企业数量都超过15家，但是由于这些地区的上市企业总数较多，因此占比较少，未能排在前列。

2015年过度借贷法下的僵尸企业地区分布从总体上来看变化不大，东三省的分布没有变化，山西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依然是重灾区，河南省、湖南省和四川省依然在第二梯队里。部分西部省份的僵尸企业占比依然较高。虽然从整体来看，过度借贷法2015年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比2014年略少，但辽宁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北省、山西省、广东省五个省和自治区的僵尸企业却分别比2014年增加了3家、2家、5家、2家和6家。可见，在过度借贷法的测量下，这些地区的僵尸企业问题较2014年有所恶化。


（二）连续亏损法下的僵尸企业地区分布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连续亏损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的地区分布。2014年用连续亏损法识别出的僵尸企业的地区分布中，山西省、河北省、青海省、湖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僵尸企业占比均超过20%，是僵尸企业占比最多的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省主要是因为基数效应 （地区内上市公司总数太少）排名靠前。湖南省凭借16家僵尸企业、占比22﹒5%的 “佳绩”荣登榜首，成为僵尸企业的第一大老乡会。山西省和河北省依然是第一梯队的主力，僵尸企业数量分别达到8家和10家。东北三省则成为老乡会第二梯队的中坚力量。吉林省、辽宁省和黑龙江省的僵尸企业占比均在16%以上，三个省份的僵尸企业数量总数达到22家。北上广地区的僵尸企业数量均在10家以上，其中上海达到20家，但由于基数过大，因此占比均低于整体平均水平，最终没能上榜。

再来看看2015年连续亏损法下的僵尸企业地区分布。一方面，东北三省依然是重灾区，部分西南省份，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的僵尸企业占比还是较高。内陆省份的分布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山西省、湖南省等资源大省的僵尸企业依然较高。另一方面，部分省份的僵尸企业问题有所好转。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河北省和湖南省。这两个省份的僵尸企业占比虽然仍然较高，但毕竟走出了第一梯队。也就是说，虽然2015年连续亏损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总量较2014年增加了19家，但僵尸企业在各省市之间的分布反而更平均了。


（三）综合性方法下的僵尸企业地区分布


最后看一下用综合性方法测算出的僵尸企业的地区分布。用综合性方法测出的僵尸企业地区分布与前两种方法有明显差异。2014年，第一梯队包括青海省、福建省、海南省、湖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湖南省以17家僵尸企业、占比23﹒9%的水平，继续保持盟主之位。而青海省和西藏自治区都是因为基数效应上榜。值得注意的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上市公司总数处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其成功上榜并非由于基数原因。从前文可知，综合性方法的关注点不仅是企业的盈利能力，还有企业获得的来自银行和政府的补贴水平。近年来，新疆地区获得了许多来自中央政府的补贴。根据 《新疆2014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和2015年自治区预算草案的报告》中关于自治区本级财政预算预计完成情况的说明，自治区本级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总计2 495﹒2亿元，其中上级补助收入1 998﹒1亿元。因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为新晋的实力派老乡会也在情理之中。

在第二梯队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比如河北省、黑龙江省和辽宁省。即便如此，在第二梯队的省份，僵尸企业的占比开始下降。这些地区僵尸企业的占比均不到15%。也就是说，综合性方法测出的僵尸企业地区分布更加平均，这或许反映出银行和地方政府补贴的普遍性。

2015年综合性方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地区分布同2014年相比发生了不小的变化。首先，湖南不再是僵尸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份，2015年僵尸企业有14家，较2014年减少了3家。四川省成为僵尸企业最多的省份，2015年有15家僵尸企业，占当地全部上市公司的比例为15%。其次，陕西省、辽宁省、云南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进入了第一梯队，成为2015年僵尸企业占比最高的地区。其中，陕西省僵尸企业增加了5家，辽宁省增加了5家，云南省增加了4家，广西壮族自治区增加了4家。最后，不少地区的僵尸企业占比显著下降。这些地区包括河北省、吉林省和青海省。总而言之，2015年综合性方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分布较2014年更为集中了。


（四）四个典型事实


综上所述，从整体上来看，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地区分布情况各有不同 （见表3-1和表3-2）。具体排名方面，不同方法测度的情况差别比较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四个典型事实：

（1）我们用各地区僵尸企业占比数据的方差来度量离散度，结果发现，综合性方法测出来的僵尸企业的地区分布离散度最大，其次是连续亏损法，最平均的是过度借贷法。也就是说，从补贴的视角来观察僵尸企业，则全国各地的情况有较大差异，但是不同地区僵尸企业的经营情况却大致相同。

（2）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 （山西省、湖南省），或者产业结构比较单一的地区 （河北省、辽宁省），往往更容易受到经济周期或价格周期的影响，僵尸企业出现的概率也就更大。

（3）僵尸企业问题比较严重的地区往往是中等发达地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的僵尸企业问题反而不是很严重。

（4）与2014年相比，陕西省、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辽宁省四个省份在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下，均出现2015年僵尸企业数量增加的情况。可以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些地区的僵尸企业问题在继续恶化，值得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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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下2015年僵尸企业数量排名前10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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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下2015年僵尸企业占比排名前10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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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三、国有企业更容易变僵尸吗？

说完了僵尸企业的行业分布和地域分布，我们接下来谈一下僵尸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在之前的内容里，我们对僵尸企业的印象始终是 “效益差，拖后腿”。巧的是，国有企业也经常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个中关系值得我们仔细品味。当国有企业遇上僵尸企业，我们不禁要问：国有企业更容易变成僵尸企业吗？


（一）有罪推断


我们从一个公式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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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SZF （state-owned zombie firm）表示样本中国有僵尸企业的数量，ZF表示样本中僵尸企业的数量，SF表示样本中所有国有上市公司的数量，AF表示全部样本公司的数量，PS
 表示国有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PZ
 表示一般样本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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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 （3—1）可知，如果国有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可能性更大，即PS
 ＞PZ
 ，也就是说，如果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则国有僵尸企业占全部僵尸企业的比例，就会高于全部国有企业占全部样本公司的比例。因此，我们虽然无法准确得知国有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和一般样本公司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但可以从其他的数据表现反向推出两种概率之间的大小。

图3-7至图3-9给出了用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识别出的2007—2015年全部僵尸企业中的国有僵尸企业占比，以及全部样本上市公司中国有上市公司的占比。我们用上市公司的限售股份中国家持股或国有法人持股是否为正来判断样本公司是否为国有企业。

首先来看过度借贷法的测度结果。如图3-7所示，2007—2015年的僵尸企业中，国有僵尸企业占比并不高，历年平均水平为29﹒3%，而且没有表现出增加的趋势。在2007—2014年间，国有僵尸企业占所有僵尸企业的比重始终高于国有企业占全部样本上市公司的比重。其中，2007年国有僵尸企业占比过高是因为当年仅有5家僵尸企业，其中3家为国有企业，因此基数效应导致占比过高。在2012年和2014年，国有僵尸企业占所有僵尸企业的比重出现了明显增加，高出国有企业占全部样本上市公司的比重近10个百分点。然而，2015年，国有僵尸企业占所有僵尸企业的比重为18%，较2014年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与当年国有企业占全部样本上市公司的比重基本持平。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的证据仿佛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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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国有僵尸企业在僵尸企业中的比重 （过度借贷法）


其次来看连续亏损法测度出的结果。在连续亏损法测度的僵尸企业中，国有僵尸企业在全部僵尸企业中的占比平均水平为26﹒8%。如图3-8所示，国有僵尸企业在所有僵尸企业中的占比始终高于国有企业占总样本的比重。特别是在2008年，国有僵尸企业的占比更是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占总样本之比。随后，2011—2014年间，两者之间的差距保持在5%左右，并没有出现太大波动。然而，同过度借贷法的结果一样，2015年当年连续亏损法测度出的国有僵尸企业的占比突然大幅减少，比2014年下降了4﹒1个百分点，与当年国有企业占总样本的比重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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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国有僵尸企业在僵尸企业中的比重 （连续亏损法）


最后来看综合性方法测度出的结果。2007—2015年间，综合性方法测度出的国有僵尸企业在全部僵尸企业中的占比平均水平为25﹒2%，在大部分时间内，这一比例始终高于全部样本上市公司中的国有企业占比。特别是2008年当年，国有僵尸企业的占比要超过国有企业平均占比10个百分点以上 （见图3-9）。但是，到了2015年，国有僵尸企业的占比不仅大幅下降，而且低于当年国有企业占总样本的比重。如果仅考虑2015年的结果，我们甚至会得到 “国有企业更难成为僵尸企业”的结论。我们会在本节第三部分对这一现象进行更详细的讨论，此处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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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国有僵尸企业在僵尸企业中的比重 （综合性方法）


（二）无罪推断

接下来，让我们从无罪推断出发，试着为国有企业做个辩护。在这一部分，我们假设一个企业是否为国有企业，同它是否为僵尸企业毫无关系。换句话说，一家企业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是一定的，而与它的所有权属性无关。

按照概率论的基本原理，若事件A、事件B发生的概率完全独立，也就是事件A是否发生不会影响到事件B发生的概率，那么事件A、事件B同时发生的概率就是事件A发生的概率乘以事件B发生的概率。此处，定义一个企业成为国有企业的概率是PA
 ，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是PB
 。在两者完全独立的前提下，一个企业既是国有企业，又是僵尸企业的可能性就是PA
 乘以P B
 。

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对样本公司成为国有企业的概率和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分别进行估计。严格来说，一家企业成为国有企业和成为僵尸企业并不是标准的概率事件。但是，我们可以从抽样的角度来考虑。当我们从全部样本公司中随机抽取一家公司时，如果僵尸企业和国有企业是完全独立的，那么抽中的公司是国有僵尸企业的概率就是抽中僵尸企业的概率和抽中国有企业的概率的乘积。

根据上述分析，一家公司成为国有企业的概率，就等于样本中国有企业的数量除以全部样本企业的数量，也就是国有企业在全部样本中的占比，记为PA
 。同理，一家公司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就是僵尸企业在全部样本中的占比PB
 。如果两者确实完全独立，那么一家公司既是僵尸企业又是国有企业的理论概率就是PA
 ·PB
 ，理论数量就是用理论概率乘以样本总数。

图3-10给出了利用过度借贷法识别出的国有僵尸企业的实际数量，以及计算出的理论数量。图3-11给出了国有僵尸企业的理论数量和实际数量之间的偏离率，具体计算公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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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10和图3-11可以看出，在过度借贷法下，国有僵尸企业的实际数量始终大于用理论概率计算出的数量，在个别年份甚至高出60%。由此可知，企业成为国有企业和成为僵尸企业两者之间完全独立的可能性很小，两者具有显著的相关性。此时，最直接的解释就是，国有企业更有可能成为僵尸企业。

但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2015年国有僵尸企业的实际数量仅比理论数量多了一家。这就表明，起码从2015年来看，我们很难说成为国有企业和成为僵尸企业之间有什么重要且显著的相关性。当然，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出现。2007年两者之间的数量差距也很小，2011年两者甚至相等。但是2007年和2011年的特殊性在于，这两年测度出的僵尸企业分别只有3家和1家，僵尸企业的基数太小，不足以进行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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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国有僵尸企业的理论数量和实际数量 （过度借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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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理论数量与实际数量之间的偏离率 （过度借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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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国有僵尸企业的理论数量和实际数量 （连续亏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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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理论数量与实际数量之间的偏离率 （连续亏损法）


图3-12和图3-13分别给出了连续亏损法测度出的国有僵尸企业的实际数量、利用公式计算出的理论数量，以及理论数量和实际数量之间的偏离率。如图3-12和图3-13所示，国有僵尸企业的实际数量在样本期内始终大于理论数量，个别年份的偏离率甚至接近80%。显然，这种结果也不支持成为国有企业和成为僵尸企业两者完全无关的假设。只不过在2015年国有僵尸企业的实际数量仅比理论数量多出2家，这一点和过度借贷法的结果一样。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之前数据的支撑，仅凭2015年多出的2家确实很难否定 “国有企业与僵尸企业无关”的原假设。

图3-14和图3-15则给出了用综合性方法识别出的国有僵尸企业的实际数量、计算出的理论数量，以及理论数量和实际数量之间的偏离率。从图3-14和图3-15可以看出，2007—2014年间，国有僵尸企业的实际数量始终大于理论数量。但到了2015年，两者之间的大小关系发生了变化。2015年，计算出的国有僵尸企业理论数量比国有僵尸企业的实际数量多出11家，此时偏离率不再为正，反而为－22﹒2%。如此大的偏离率当然可以否认 “国有企业和僵尸企业无关”的原假设，但备选的解释却为国有企业更不容易成为僵尸企业。这一点与有罪推断部分得到的结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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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国有僵尸企业的理论数量和实际数量 （综合性方法）


综上所述，我们在两种不同的分析框架下，对 “国有企业是否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的命题进行了探究。2007—2014年间，两种分析框架的研究结论均支持 “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的观点 （见表3-3）。但是到了2015年，支持 “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的证据貌似消失了。我们不禁要问，2015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难道国有企业在2015年突然浪子回头，一改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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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理论数量与实际数量之间的偏离率 （综合性方法）


懒散的行事作风，从而导致盈利能力突飞猛进？抑或是政府或银行对国有企业减少了部分补贴，导致部分国有僵尸企业成本增加，反而能够免于被我们的识别方法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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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2014年和2015年国有僵尸企业数量对比



（三）浪子回头VS盟友撤退？


要想知道究竟是国有企业浪子回头，还是政府银行悄然撤退，方法其实很简单，只需要考察一下国有企业的盈利状况即可。我们以工业企业为例，看看国有企业的表现究竟如何。图3-16给出了国有工业企业和全国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2015年国有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非但没有好转，同比增速反而在由正转负，全年平均增速为－7﹒48%，远低于2014年的平均增速2﹒86%。再加上2015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平均增速依然为正，且与国有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速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可见国有工业企业经营状况非但没有好转，反而日益成为“拖后腿”的角色。

与之相对应，国有工业企业的盈利状况在2015年的表现也是一塌糊涂。与营业收入一样，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在2015年下滑了一大截，全年同比平均增速为－25﹒12%，而2014年这一指标的平均值还为1﹒43%。具体来看，国有企业的利润总额在2015年初出现了一次骤降，随后在上半年略有回升，但在下半年回升趋势没有持续 （见图3-17）。相对而言，国有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与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平均水平的差距在2015年突然扩大。综合这两方面来看，国有企业在2015年并没有逆袭的表现，依然是那个 “效率低，拖后腿”的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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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2014—2015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与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对比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后经作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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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2014—2015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与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对比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后经作者处理。


要知道，我们识别僵尸企业的基本逻辑就是看企业是否享受了来自银行或政府部门的补贴。如果不是国有企业变得更好了，那就有可能是因为银行或政府减少了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导致我们无法识别出那些曾经是僵尸企业的国有企业。因此，我们接下来要从补贴的层面入手，考察一下国有僵尸企业的盟友是不是真的撤出了。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政府是不是对国有工业企业下了 “狠心”。图3-18是2014—2015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与全国工业企业纳税情况对比。如图所示，2014—2015年间，国有工业企业的纳税总额同比增速始终低于全国工业企业纳税总额的同比增速。也就是说，国有工业企业在税收方面的负担始终要轻一些。在2015年上半年，国有工业企业的纳税总额曾一度快速增加，但随后快速下降，再次与工业企业纳税同比增速的平均水平拉开差距。由此可见，国有工业企业的税收负担并没有变得更重，依然享受着来自政府税收方面的 “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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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2014—2015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与全国工业企业纳税情况对比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后经作者处理。


既然国有企业的税收负担并没有增加，还在继续享受着税收优惠，那就说明政府部门还没有真正撤出。我们再看看来自银行的帮助是否有所减弱。由于缺少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息同比数据，我们选择用全部国有企业的财务费用同比增速作为替代。2014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全部国有企业的56﹒7%，2015年这一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也占到47﹒8%。因此，我们认为可以用国有企业的数据来替代国有工业企业数据。

如图3-19所示，2014—2015年两年里，国有企业财务费用的同比增速始终要高于全国工业企业财务费用的同比增速。这表明国有企业的利息负担确实在平均水平之上。在2015年上半年，国有企业财务费用同比增速较2014年明显下降，可以理解为国有企业的利息负担有所减弱。但2015年下半年，国有企业财务费用的同比增速突然增加，且与全国工业企业财务费用的同比增速有所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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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2014—2015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与全国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对比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后经作者处理。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出2015年银行部门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力度确实有所减弱。同时，这种情况也能帮助我们理解为何过度负债法和连续亏损法测度出的国有僵尸企业规模只是回归正常，而综合性方法却发现国有僵尸企业数量锐减。综合性方法要求企业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享受来自银行的补贴，二是企业处于实际亏损状态。纵然国有企业在2015年依然不争气，但是来自银行的补贴却有所减少，第一个条件也就得不到满足，因此用综合性方法识别出的国有僵尸企业数量自然就会减少。

总而言之，我们大致确定了国有僵尸企业占比在2015年突然下降的原因。从国际经验来看，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是处置僵尸企业的第一步。就当前的情况而言，银行减少对国有僵尸企业的补贴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但也仅仅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要做的是让这些国有僵尸企业尽快恢复自身的造血功能，也就是能够实现正常盈利，否则国有僵尸企业还是会卷土重来。


第四章 1 000亿元的去产能基金够不够？

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上，李克强总理提出要 “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采取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 ‘僵尸企业’”。应该说，中国当前之所以提出处理僵尸企业，最终是要通过关停并转一批僵尸企业，达到去产能的目的。

我们在第一章总结日本应对僵尸企业的经验时就已经指出，解决僵尸企业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自救，而企业自救的核心环节是进行实质性的裁员。但是，大规模的裁员就意味着失业人口骤增，这会给政府和社会带来严峻的挑战。

正因如此，李克强总理提出要 “完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中央财政安排1 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可见，从中央的角度来看，去产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应对失业。换句话说，去产能的速度取决于解决失业的速度，中央能处理好多大规模的失业，就能去掉多大规模的产能。因此，1 000亿元能去掉多大规模的产能，取决于1 000亿元能安置多少失业职工。我们不禁要问：1 000亿元的去产能基金够用吗？


一、芝加哥有多少钢琴调音师？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芝加哥有多少钢琴调音师？

这是著名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在 《超预测》（Superforeca-sting）这本书中举的一个例子。这个非常冷门的问题是由著名物理学家费米提出来的。乍一看，这个题目问得人 “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费米给出了一个简明的逻辑框架来分析这类问题。费米先是把这个问题拆成了许多更容易处理的小问题。这些小问题包括：

（1）芝加哥有多少台钢琴？

（2）一台钢琴每年需要调多少次音？

（3）每次给钢琴调音需要多少时间？

（4）钢琴调音师每年平均工作多长时间？

但即便给出这些具体的问题，我们可能依然没有准确的答案。但这时我们可以大胆猜测，因为我们总是知道一些答案的量级。比如，芝加哥在美国应该算是中等大小的城市，我们可以猜测芝加哥大约有200万人，然后平均1%的人口拥有钢琴。如果再把学校、音乐厅、酒吧统统加起来，拥有钢琴的数量是个人拥有钢琴数量的两倍，那么我们可以算出，芝加哥大约有5万台钢琴。

我们继续假设这些钢琴每年调音一次，每次2个小时，一共需要10万个小时。假设每位钢琴调音师一周工作40个小时，每年就是2 000个小时。扣除路上奔波的时间，每年给钢琴调音的时间大约是1 600个小时。最后，我们用10万小时除以每个钢琴调音师一年的工作时间，那么，芝加哥的钢琴调音师大约为60人。

毫无疑问，这个答案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得出这个答案的分析逻辑本身并没有问题。如果我们想要得到更准确的答案，我们要做的无非就是把每个小问题的答案弄得更精确一些。我们可以查一下芝加哥有多少人口，甚至直接统计出芝加哥的钢琴数量。

总的来说，这种分析问题的思路有三大优势。首先，这种分析思路能给出一个明确且逻辑严密的分析框架，让分析问题变得更加可行。其次，这种分析思路能够保证答案的量级基本是准确的。如果我们随意猜测芝加哥的钢琴调音师数量，那么几位或几百位都有可能是答案。最后，这种分析思路留有充足的改进余地。由于每个小问题的答案都可以进一步完善，我们可以先在第一时间给出模糊的答案之后，用剩下的时间不断逼近正确的答案。

在本章，我们将主要应用上述分析思路，把 “1 000亿元的去产能基金够不够”的问题转化成几个小问题，然后通过分析这些小问题，给出最终的解答。


二、估算逻辑和估算框架


（一）估算逻辑


我们先把 “1 000亿元的去产能基金够不够”这个问题换个说法。所谓够不够，其实就是把需要去掉的产能规模和1 000亿元能去掉的产能规模相比较。如果前者大于后者，那就是不够，否则就是够。由于去产能的主要成本和政策考虑就是安置职工，因此就像我们最开始说的：1 000亿元能去掉多大规模的产能，取决于1 000亿元能安置多少失业职工。

我们的整个估算逻辑如下：

第一步，我们要估算出某个行业要减少的产能，并据此估算出该行业因此导致的失业人数。

第二步，估算出该行业失业人员在各省市的分布，以及各省市对单位失业人员的安置成本。在此基础上，用各省市的失业人数乘以单位失业人员的安置成本，就可以得到该行业的总补贴费用 （见图4-1）。

第三步，将六个产能过剩行业的补贴费用加总，就可以得到要达到最终的去产能目标所需要的人员处置费用总额。

最后，我们就能用估算出的总费用来判断1 000亿元的去产能基金到底够不够用。如果不够，我们还能给出实际需要的去产能基金规模。举例来说，如果我们估算出去产能所需要的人员处置费用总额是3 000亿元，那么1 000亿元的去产能基金显然是不够的。进一步讲，如果政府每年都会补贴1 000亿元，那么要用三年时间才能达到去产能的目标，而每年最多完成去产能目标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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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去产能人员安置成本的估算框架



（二）估算框架


在明确估算逻辑之后，我们需要搭建起完整的估算框架。估算框架应该包含必要的估算条件、假设以及相应的选择依据。具体来说，主要分为以下五个部分。

1．确定纳入估算体系的产能过剩行业

目前，中国许多行业都处于产能过剩状态，个别行业更是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我们综合了 《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201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营造良好市场环境促进有色金属工业调结构促转型增效益的指导意见》（2016）、《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部分产能严重过剩行业产能置换实施办法的通知》（2015）、《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2016—2020年）》（2016）等多个政府文件，并结合可获得的公开数据，最终选定五个产能过剩行业作为我们的估算对象。

这五个产能过剩行业分别是：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包括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和采选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造纸和纸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其中，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包含水泥制造业和平板玻璃制造业两个行业。严格来说，水泥制造业和平板玻璃制造业分属于两类不同的行业。但是，部分统计数据给出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数据，因此我们将水泥和平板玻璃两个行业合并分析。

此外，上述行业名称是根据中国工业行业分类确定的名称。为了简便起见，在下文中我们将分别用钢铁行业、煤炭行业、水泥和玻璃行业、造纸业、有色金属行业指称。

2．估算X行业要减少的产能

在确定要估算的产能过剩行业之后，我们还要算出这些行业大概要去掉多少产能才能恢复正常。这就需要我们给出明确且相对统一的标准，即如何判断一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是正常的？

纪志宏 （2015）结合国际经验提出了一个判断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标准。纪志宏的研究发现，从美国、欧洲和新兴经济体看，不同国家产能利用率的中值水平有所差异，但大体在81%～82%区间，高点在83%～85%，低点一般低于75%。他据此提出一个判断标准：81%～82%为产能利用率基本正常，高于85%为产能严重不足，低于75%则表示产能严重过剩。结合当前的学术研究，将80%作为产能利用率的合理标准基本已形成共识。

但是，本轮去产能还出现了新的情况，即中央对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给出了明确的去产能目标。因此，我们将产能过剩行业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央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去产能目标的煤炭行业。我们只需要用中央给出的减产规模除以当前的煤炭行业产能，就能得到需要去掉的产能比例。第二类是中央并未提出具体的去产能目标的行业。对于这些行业，我们以80%的产能利用率作为基准，结合行业的实际需求，计算出产能过剩行业需要去掉多大比例的产能才能达到80%的产能利用率。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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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估算X行业的失业人员规模

在得到每个产能过剩行业需要去掉的产能规模之后，我们就可以借此估算出该行业因为去产能而出现的失业人员规模。这里就要引出我们整个估算框架中的第一个假设：

假设1：某行业产能减少的比例等于员工减少的比例，即去掉10%的产能意味着要减少10%的就业。

客观来说，这个假设条件有些任性。我们刻意忽略了很多现实情况，比如不同行业的单位产能需要的员工数量是不同的，减少一名正式员工和减少一名临时工有本质区别，管理人员和生产人员的比例也是决定去产能导致失业人员的关键。该假设的最大好处在于它符合每个人的直觉。而且，正如之前所说，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不断修正这个假设，让它越来越精确。

无论如何，在假设1的支持下，只要得到了各行业需要减少的产能比例，再结合该行业的就业人员规模，就可以得到失业人员规模。

4．估算单个失业人员的安置成本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给出估计单个失业人员安置成本的方法。现行的法律体系规定企业无权擅自大规模解雇员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用人单位需要裁减人员二十人以上或者裁减不足二十人但占企业职工总数百分之十以上的，应提前三十日向工会或者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后，裁减人员方案经向劳动行政部门报告，才可以裁减人员。不仅如此，企业还要给被解雇的员工提供一定的补偿。

目前来看，补偿的标准主要有两种。一种叫做经济补偿金，另一种叫做一次性安置费。两种补偿标准的具体内容、使用条件等详细介绍会在后文给出，此处只需强调一点，两种方法对应不同的补偿规模，但都可通过工资水平换算得到。

5．估算X行业的补贴资金规模

最后一步就是估算特定行业去产能所需的人员安置补贴资金规模。刚刚提到，我们在估算单个失业人员的安置成本时，要用工资水平去估算。后文的计算发现，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大概是最低工资水平的2﹒5～4倍。因此，可以用全国各省市的平均工资水平来估算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进而得到单个失业人员的安置成本。

但是，这种估算方法过于简单，忽略了中国各省市之间的巨大差异。正如我们之前所说，我们给出的这种估算逻辑可以不断地优化改进。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地区差异因素考虑进来，用各地不同的最低工资标准估计当地的工资水平。同时，我们还需要估算出失业人员在全国各省的分布情况。然后把两者结合起来，就能得到更为准确的估计结果。

为了估算失业人员在各省之间的分布，我们还需要引入另外两个假设：

假设2：假设X行业就业人员在各省市的分布比例，与产量在各省市的分布比例相同。

举个例子，如果山西省的钢铁产量占全国钢铁产量的5%，那么根据假设2，山西省的钢铁行业就业人员占全国钢铁行业就业人员的比例也是5%。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到了就业人员在全国各省的分布。

假设3：X行业在各省的失业比例相同。

将假设2和假设3相结合，就能得到失业人员在全国各省的分布。然后，把每个省份的失业人数乘以该省份单个失业人员的安置成本，加总之后就能得到X行业的总体补贴资金规模。


三、减产额度的估算


（一）钢铁


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发布的 《2015年钢铁行业运行状况报告》，2015年中国粗钢产量约8亿吨，粗钢产能约12亿吨，产能利用率不到67%。如果钢铁行业要达到80%的产能利用率目标，那么全国的粗钢产能应减少2亿吨，产能减少规模占当前产能的16﹒67%。


（二）煤炭


根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的数据，目前全国煤炭产能在40亿吨左右，在建产能11亿吨左右，总规模为51亿吨。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从2016年开始的3～5年里，煤炭行业要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同时减量重组5亿吨左右煤炭产能，总计10亿吨。由此可算出，煤炭产能应减少20%才能达到去产能的目标。


（三）水泥和玻璃


根据中国最大的大宗商品数据提供方 “生意社”提供的数据，2015年全年全国平板玻璃产能在10﹒82亿重量箱左右，产量预计在7﹒4亿～7﹒5亿重量箱，综合产能利用率在69%左右。因此，平板玻璃大概要减少14﹒3%的产能才能使产能利用率恢复到80%的正常水平。

根据水泥行业协会统计，截至2015年底全国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累计1 763条，合计设计熟料产能18﹒1亿吨，实际年熟料产能20亿吨，对应水泥产能33亿吨。结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熟料产量13﹒35亿吨计算，行业产能利用率为66﹒8% （＝13﹒35／20）。而且，根据水泥协会统计的熟料产量数据计算，实际产能利用率只有60%。即使按照66﹒8%的产能利用率计算，水泥行业也要减少16﹒7%的产能才能使产能利用率上升到80%的水平。鉴于本轮去产能更侧重平板玻璃行业，水泥行业的产量会有调整，但压缩产能的压力并不大，所以参照平板玻璃行业的减产比例，取14%作为行业减产的估算基准。
[1]




（四）造纸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中国机制纸和纸板产量累计高达1﹒18亿吨，但机制纸及纸板表观消费量只有约1亿吨。另根据 《经济观察报》提供的信息，目前中国造纸行业已有约20%的过剩产能。因此，我们假定造纸业大约要淘汰20%的产能。


（五）有色金属


根据工信部提供的数据，以电解铝为代表的有色金属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以电解铝为例，2012年电解铝的产能利用率仅为71﹒9%左右。照此测算，有色金属冶炼行业需减少10%左右的产能，才能达到80%的正常产能利用率目标。


（六）其他


粗钢和有色金属冶炼行业减少产能，必然意味着上游行业也要减少产能。两者对应的上游行业分别是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照此估算，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要分别减少16﹒67%和10%的产能。

表4-1给出了六大产能过剩行业的减产比例。


[image: ]


表4-1　　六大产能过剩行业减产比例




注释


[1]
 　　按照现行的分类标准，水泥和玻璃都属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两者在该大类占主要地位。而在进行就业统计时，只能获得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就业人数。因此，将两者放在一起估算，主要是为了配合下一步估算失业人数。


四、总失业人员的估算

本章用到的各行业从业人员的统计数据来自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二号）》。根据公报给出的行业从业人员数量，再结合第二节估算出的各行业减产比例，就能得出各个产能过剩行业因去产能所造成的失业人数。具体如下 （见表4-2）：

（1）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就业人员约为471万人，按照16﹒67%的减员率，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失业人员约为78﹒5万人。

（2）煤炭开采和采选业就业人员约为611万人，按照20%的减员率，煤炭开采和采选业失业人员约为122﹒2万人。

（3）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就业人员约为987万人，按照14%的减员率，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失业人员约为138﹒2万人。

（4）造纸和纸制品业就业人员约为220万人，按照20%的减员率，造纸和纸制品业失业人员约为44万人。

（5）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就业人员约为243万人，按照10%的减员率，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失业人员约为24﹒3万人。

（6）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就业人员约为98﹒6万人，按照16﹒67%的减员率，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失业人员约为16﹒4万人。

（7）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就业人员约为76﹒2万人，按照10%的减员率，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失业人员约为7﹒6万人。


[image: ]


表4-2　　六大产能过剩行业失业人员



五、单个失业人员安置费用的估算

之前我们已经提到，在当前的经济实践中存在两种不同的安置失业职工的标准。第一种叫做经济补偿金。这种标准的法律根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现行法律法规。根据规定，用人单位在一定情况下解雇劳动者，需依法一次性支付给劳动者经济上的补助。在法律实务中，相关情形多达44种，其中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的有15种情形。这15种情形几乎囊括了所有企业解雇员工的可能，因此对大部分企业来说，因去产能导致员工失业必须要支付一定的经济补偿金。

经济补偿金按劳动者在本单位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向劳动者支付一个月工资的标准。当劳动者月工资高于本地区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3倍时，向其支付的经济补偿按照月平均工资3倍的数额支付，向其支付经济补偿的年限最高不超过12年。

第二种叫做一次性安置费。所谓的一次性安置费，是指国家为支持国有企业减员增效而在国务院确定的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城市中实行的一项安置破产企业职工的特殊政策。这一政策的核心是，破产企业职工自谋职业的，政府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放一次性安置费，不再保留国有企业职工的身份。一次性安置费原则上按照破产企业所在市的企业职工上年平均工资收入的3倍发放，具体发放标准由各有关市人民政府规定。在20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过程中，就曾采用这种方法安置破产国企的职工。

不难看出，两种处置方法都与员工的工资水平挂钩。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各省市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大约是该省市2015年最低工资标准的2﹒5～4倍。考虑到产能过剩行业的效益差、行业竞争压力更大，本章更倾向于用最低工资标准的2﹒5倍作为六个产能过剩行业员工平均工资的估计值。出于全面考虑，本章也会给出用4倍最低工资标准的估算结果。


六、失业员工安置资金总额的估算


（一）初步估算


2015年，全国各省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平均值为1 270元。
[1]

 由此可以得出，全国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在3 175元和5 080元之间。表4-3给出了初步的估计结果。如表所示，在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为3 175元的情况下，如果按照经济补偿金的方法给失业员工补贴，那么单个员工的补贴成本为38 100元，总安置成本为1 643亿元；如果按照一次性安置费的方法给失业员工补贴，那么单个员工的补贴成本为114 300元，总安置成本为4 929亿元。

在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为5 080元的情况下，如果按照经济补偿金的方法给失业员工补贴，那么单个员工的补贴成本为60 960元，总安置成本为2 629亿元；如果按照一次性安置费的方法给失业员工补贴，那么单个员工的补贴成本为182 880元，总安置成本为7 886亿元。

可见，即使按照最低水平的估算，1 000亿元的失业安置标准依然是不够的。如果每年补贴1 000亿元，最少要1﹒6年才能完成去产能任务，最多则需要近8年的时间才能实现去产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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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失业人员安置资金总额 （初步）



（二）改进后的估算结果


刚刚我们只是对整个去产能成本进行了初步估算，没有考虑到全国各省市客观存在的巨大差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更加详细的估算。首先要根据每个行业在不同省份的产量占比，估算出每个行业的失业人员在各省份的分布。

此处有三点需要说明。

一是关于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安置成本估算。我们在前文中利用行业总就业人数和去产能规模，得到了整个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失业人员总数。但是，由于缺少更加详细的就业数据，我们无法得知水泥和平板玻璃行业各自的失业人数。这会对估计整个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失业人员分布，乃至整个行业的去产能成本带来困扰。

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先是用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总失业人数作为水泥行业的失业人数，然后按照各省水泥的产量分布算出失业分布，并加总计算出一个总失业安置成本。然后用同样的方法计算平板玻璃行业的总失业安置成本，最后取两者的平均值作为整个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失业安置成本的估算值。

二是关于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安置成本估算。由于两类行业没有明确对应的产品种类，而且失业总数并不多，因此这两个行业仍按照初步估算的方法处理，即用全国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计算出安置成本，然后乘以行业失业的总人数。

三是关于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成本估算问题。因为有色金属行业的产品种类较多，且缺乏细分产品的数据，因此我们选取国家统计局每月公布的十种有色金属地区产量数据，作为整个行业地区分布的替代指标。

表4-4给出了2015年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从表中可以看出，各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最高的地区是上海，最低工资标准为2 020元，是广西最低工资标准的两倍还多。由此可见，将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差异考虑进来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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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2015年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　　单位：元


然后，我们按照之前的方法，将最低工资标准乘以2﹒5，就得到各地区制造业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详见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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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各地区制造业员工平均工资水平　　单位：元



[image: ]


续前表


接下来，如果采用支付一次性安置费的方法，则只需要将工资水平乘以36，即得到各地区安置单个失业人员所需支付的费用。见表4-6。


[image: ]


表4-6　　采用一次性安置费方法的各地区失业员工安置成本　　单位：元


如果采用经济补偿金方法，则需确定平均工龄水平。从企业的角度来看，辞退工龄较短的员工成本更小，但达成一致性的难度更大。相反，辞退工龄较长的员工成本较大，但更容易达成协议，因为这些职工可以在较短时间内领取退休金，同时也能获得较多的经济补偿金 （见表4-7）。2016年初，武汉钢铁 （集团）公司为完成去产能目标，一次性裁撤了大量员工，所遵循的裁员标准正是以大龄工人为主。武钢的政策是在某个年龄段实行 “一刀切”政策，超过年龄的全部裁撤。因此，工龄年限不应取太短，我们暂取12年作为平均工龄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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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采用经济补偿金方法的各地区失业员工安置成本　　单位：元


最后，我们将该省份失业人数分别乘以两种安置方法，并分别加总，得到了两种安置方法下的成本支出。如表4-8所示，如果用经济补偿金的方法安置失业人员，那么各产能过剩行业及相关行业若要达到去产能的目标，要支付的安置资金总额为1 654亿元。如果用一次性安置费的方法安置失业人员，那么六大产能过剩行业及相关行业若要达到去产能的目标，要支付的安置资金总额为4 961亿元。如果两种方法相结合，那么假设每种方法各应用于50%的失业员工，要支付的安置资金总额就是3 307﹒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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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两种安置方法下的失业员工安置资金总额估算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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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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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两种安置方法下1 000亿元对应的减产比例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最开始提出的问题，那就是1 000亿元究竟能去掉多少产能 （见表4-9）。如果完成去产能的目标意味着要花1 654亿元来安置失业员工，那么在每年拿出1 000亿元的情况下，要花1﹒65年才能完成去产能目标。而一旦我们用更高的标准去估算安置成本，这笔钱就变成4 961亿元。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最终完成去产能的目标，则要花近5年的时间，每年只能完成去产能目标的20%。上述结论是以 “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是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的2﹒5倍”为条件得出的。如果我们按照最低工资水平的4倍来计算当地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那么最终的结果如表4-10和表4-11所示。此时，如果按照经济补偿金的方法安置失业员工，则总的安置成本就是2 646亿元。如果用一次性安置费的方法安置员工，总的安置成本则高达7 938亿元。如果两种方法相结合，假设每种方法各应用于50%的失业员工，要支付的安置资金总额就是5 292亿元。

假如每年中央补贴1 000亿元作为安置失业人员的成本，那么少则2﹒6年、多则8年才能完成全部的去产能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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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4倍最低工资标准情况下的失业员工安置资金总额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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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4倍最低工资标准情况下两种处置方法中1 000亿元对应的减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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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至此，我们给出了整个估算过程和估算结果。不难发现，整个估算逻辑并不复杂。我们先是对问题进行了初步估算，然后进行了改进。有趣的是，初步估算方法虽然简单，但初步估算的结果和经过修正后的结果差距并不大。由此可见，整个估算体系具有比较好的稳健性。对其中任何环节的优化和改进会不断提高估算的精确度，但估算结果的量级水平不会发生重大改变。

在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些补贴应如何在各个地区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1 000亿元的蛋糕该怎么分。



注释


[1]
 　　西藏地区仅有2014年的最低工资标准。由于2012—2014年西藏的最低工资标准一直没有增加，因此假定2015年西藏地区的最低工资标准仍然是1 150元。


七、1 000亿元的蛋糕怎么分？

作为本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们来讨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1 000亿元的补贴究竟该如何分配呢？显然，最合理的分配方式当然是按需分配。这就是说，哪些地区要承担的去产能成本更高，哪些地区就应该获得更多的补贴。

结合之前的估算数据，可以得出全国31个省市区去产能的地区总成本。表4-12给出了钢铁、平板玻璃、水泥、造纸、煤炭、有色六个行业在各地区的总成本及占全部安置成本的比重。

其中，对平板玻璃和水泥两个行业去产能成本的估算涉及两个行业的失业人员分布。借鉴之前的处理方式，假设整个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失业人员平均分布在这两个行业，然后得出各自的失业分布情况。如前所述，这种估算方法虽然精确度有待提高，但能够保证估算量级的准确性。此外，前面已经提到，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和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缺乏具体的地区产量数据，而且失业人员规模和对应的去产能成本体量不大，因此在这部分的分析中暂不予以考虑。

如表4-12所示，山东省、山西省、河北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四个地区的去产能总成本较高，占全国去产能总成本的比重分别为10﹒75%、9﹒77%、8﹒50%和9﹒26%，处在去产能的第一线。紧随其后的地区是河南省、江苏省、陕西省和安徽省，占比分别为5﹒66%、5﹒46%、4﹒95%、3﹒95%。出乎意料的是，辽宁省、吉林省和黑龙江省面临的去产能成本并不高，三个地区的占比之和还不及安徽一省。由此可见，东北三省面临的产能过剩问题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同时，东北三省的僵尸企业问题虽然比较严重，但绝非产能过剩所致。关于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的关系，我们会在第五章进行详细探讨，此处不再赘述。

图4-2给出了各省市人均GDP与当地去产能成本的散点图，黑色的虚线为拟合出的趋势线。我们用各省市人均GDP来表示该地区的发展水平，尝试用指数函数、对数函数、线性函数以及多项式函数进行拟合，最终发现二次多项式的拟合优度最高。如图所示，地区发展程度与其面临的去产能成本呈现出明显的 “倒U形”特征。也就是说，去产能成本占比较高的地区并非最贫穷的地区，也不是最富有的地区，反而是中等发达地区。这一点同之前我们发现的僵尸企业的地区分布特征十分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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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全国31个省市区去产能成本估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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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各地区人均GDP和去产能成本的相关性检验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作者自己计算。


经前文分析可知，对于六大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目标而言，1 000亿元的去产能专项资金恐怕并不够。1 000亿元去产能基金的提法最初源自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原文如下：

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降本增效。重点抓好钢铁、煤炭等困难行业去产能，坚持市场倒逼、企业主体、地方组织、中央支持，运用经济、法律、技术、环保、质量、安全等手段，严格

控制新增产能，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有序退出过剩产能。采取

兼并重组、债务重组或破产清算等措施，积极稳妥处置 “僵尸

企业”。完善财政、金融等支持政策，中央财政安排1 000亿

元专项奖补资金，重点用于职工分流安置。

可见，最初提出1 000亿元专项奖补资金时并未明确是否要支持特定行业。后来，1 000亿元的资金才确定仅用于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2016年5月，财政部印发了 《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管理办法》。该文件中提到，中央财政设立工业企业结构调整专项奖补资金，对地方和中央企业化解钢铁、煤炭行业过剩产能工作给予奖补。专项奖补资金规模为1 000亿元，实行梯级奖补。其中，基础奖补资金占资金总规模的80%，结合退出产能任务量、需安置职工人数、困难程度等按因素法分配；梯级奖补资金占资金总规模的20%，和各省份、中央企业化解过剩产能任务完成情况挂钩，对超额完成目标任务量的省份、中央企业，按基础奖补资金的一定系数实行梯级奖补。专项奖补资金由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统筹用于符合要求的职工分流安置工作。

如果把1 000亿元仅用在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上，那么在理想情况下，1 000亿元的去产能资金是足够的。这个理想情况就是：（1）各地区制造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是最低工资标准的2﹒5倍；（2）主要以经济补偿金的方式安置失业员工，且员工工龄在12年左右。倘若现实情况不满足以上两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哪怕仅考虑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完成去产能目标所需的人员安置成本也要超过1 000亿元。

假设我们正处在最理想的情况下，那么煤炭和钢铁两个行业的失业人员安置成本总额约为770亿元。其中，煤炭行业的人员安置成本约为480亿元，钢铁行业的人员安置成本约为290亿元。表4-13给出了全国31个省市区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的去产能成本。如表所示，钢铁和煤炭行业去产能成本的集中度都非常高。其中，钢铁行业的去产能成本主要集中在河北省和江苏省两个地区，煤炭行业的去产能成本主要集中在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两个地区。

具体来说，河北省和江苏省两个省的钢铁去产能成本最高，两者之和占整个钢铁行业去产能成本的37%。其次是山东省、辽宁省和山西省，占比分别为8﹒68%、5﹒51%和5﹒12%。上述五个地区占整个钢铁行业去产能成本的一半以上，其余省份钢铁行业的去产能压力都比较轻。

煤炭行业去产能成本的集中度比钢铁行业还要高。仅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两个地区的去产能成本就占整个煤炭行业去产能成本的50%以上。排名第三位的是陕西省，占比为12﹒33%，其余省份的占比都相对较小。

从整体来看，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和陕西省四个地区是本轮去产能任务的主战场。仅这四个地区，就占钢铁和煤炭两个行业去产能成本总和的50%以上。因此，如果从按需分配的逻辑出发，中央设立的1 000亿元去产能补贴资金应重点分配到这四个地区。

如果现实情况与理想条件不符，比如制造业工资水平比预想的要高或者实际失业的员工以工龄较长的人员为主，那么去产能的成本就会相应增加。但是，这只会改变去产能成本的绝对规模，去产能成本的地区分布情况会保持稳定，不会出现重大变化，上述分析的核心观点也就不会受到影响。


[image: ]


表4-13　钢铁、煤炭行业去产能成本的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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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第五章 僵尸 企业与去产能、去杠杆

一、当僵尸企业遇上产能过剩

当前，政府部门将处置僵尸企业视作去除产能过剩的牛鼻子。倘若把去产能作为处置僵尸企业的最终目标，背后的逻辑就应该是：僵尸企业是造成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仅凭逻辑推导，僵尸企业导致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会造成更多僵尸企业，由此形成恶性循环。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研究也发现，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和地区往往僵尸企业也比较集中。

吊诡的是，国际经验表明，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并非总是经常同时出现，但中国的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曾两度相遇。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僵尸企业是造成本轮产能过剩的直接原因吗？当前阶段，处置这些僵尸企业是否能够达到去产能的目标？


（一）理想很丰满


如果我们抛开现实，仅凭逻辑推导的话，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之间可以有明确的逻辑关系。

一方面，僵尸企业可以导致并恶化产能过剩。僵尸企业本就是那些该被市场淘汰的企业，市场退出机制失灵导致这些企业不能及时退出市场。市场退出机制失灵的原因有时是政府出面干预，有时是银行为了规避不良贷款而支持落后企业，还有的时候是银行押宝企业会起死回生而提供帮助。无论如何，如果僵尸企业能凭借外部资金的支持继续维持生产，相应的生产能力也就持续存在。这些生产能力本就该随着僵尸企业的破产而淘汰，却因为僵尸企业继续存活而保留下来，自然就成为过剩产能。如此一来，随着特定行业内僵尸企业的数量增加，过剩产能就会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产能过剩也可以导致僵尸企业。产能过剩的最直接影响就是造成持续的供大于求，从而压低产品价格。在成本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企业的盈利水平在降低。随着企业的盈利水平持续下降，企业的现金流就会不断恶化，原本能够正常盈利的企业就有可能出现亏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无法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本息的风险就会增加，甚至会逐渐走向资不抵债。银行和地方政府出于各自的利益——银行为规避不良贷款，地方政府为保证税收和就业——就会选择帮助这些亏损企业生存下去，僵尸企业就此诞生。

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之间会形成恶性循环。僵尸企业迟迟不能退出导致过剩产能规模提高，进而给产品价格造成下行压力。价格下行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现金流紧张，还贷压力增加，最终导致产生更多的僵尸企业 （见图5-1）。

一旦进入恶性循环，竞争逻辑就成了 “剩者为王”。价格持续低迷会吞噬优质企业的利润。一旦好的企业经不住折腾，要么选择破产，要么学习僵尸企业的 “成功经验”，加入僵尸企业的大军，市场演化的结果就会变成 “劣币驱逐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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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之间的恶性循环



（二）现实很骨感


吊诡的是，国际经验表明，僵尸企业与产能过剩并非总是同时出现。

日本的产能过剩问题集中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而僵尸企业问题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爆发之后才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人均GDP已经超过8 000美元，同期美国人均GDP为10 000美元。由此可知，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已经成为发达经济体，这种情况下出现的产能过剩就应该理解为是日本经济走向成熟、产业转型升级的结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房地产抵押价值大幅缩水，许多企业很快就陷入资不抵债、技术性破产的境地。银行部门为了掩盖不良贷款，选择对这些企业进行救助，从而导致大量僵尸企业出现。由此可见，日本的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并未出现在同一时期。

美国的产能过剩问题集中出现在两个时期，第一次是20世纪40年代末，第二次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次出现产能过剩的原因是二战结束之后，全球对工业品的需求快速下降，美国工业品出口骤减，国内相关领域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随后，美国通过实施 “马歇尔计划”刺激了国内的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及时消化了美国的过剩产能。第二次出现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是前一轮政府主导的投资过热，美国采取的应对策略是全面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最终成功走出衰退。

美国第一次出现僵尸企业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美国有很多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因过度放贷而负担了过多的呆账和坏账，政府为避免这些公司倒闭而对其提供持续的救助，这些公司因此成为僵尸企业。随后，受 “9·11”事件影响，美国航空业受到巨大打击，行业利润整体下滑，部分航空公司成为典型的僵尸企业。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僵尸企业问题。

总的来说，发达国家曾经面临的产能过剩，大多都是经济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结果。僵尸企业的出现并非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往往是周期因素或外需冲击导致企业盈利或资产受到冲击。不难看出，绝大多数情况下，僵尸企业既不是产能过剩的因，也不是产能过剩的果。


（三）上一世的相遇


严格地说，中国并不是第一次遇到僵尸企业，僵尸企业也不是第一次遇到产能过剩。20世纪90年代，僵尸企业曾以困难国有企业的面目出现过。1993年，国有企业实现利润1 929亿元，利润总额是当时前后数年中最高的年份。然而，当年全国国有资产利润率仅为1﹒3%，国有企业中亏损户数达到11﹒6万户，煤炭、纺织、粮食及城市公用部门全行业亏损。1993年，全国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高达87%，其中金融部门97%，非金融企业71﹒7%，中央企业资产负债率更是高达90%。1994年以后，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持续下滑，从1 356亿元下降到214亿元。1996年前四个月，全国6﹒88万户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居然出现净亏损的局面，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

显然，这些陷入经营困难的国有企业正是典型的僵尸企业。这些企业偿债能力极差，如果从流动资产的流动性状况看，相当多的企业没有偿债能力，处于破产的境地。尽管这些国有企业负债累累，生产处于停产状态，不少企业靠银行贷款发工资，却没有及时退出市场，反而是依靠银行即国家支持，继续生存下去。

这一次，产能过剩同时出现了。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掀起了一轮新的投资高潮。在此背景下，企业普遍对市场空间预期过于乐观，盲目投资、蜂拥而上和重复建设导致1992—1996年间陆续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直接的压力，需求端的压力传导至供给端，暴露了前期企业过度扩张产生的一系列问题。20世纪90年代，纺织、家电等轻工业、消费品行业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工业企业利润率出现下滑，企业疲于偿债，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一个主要问题。

随后，中国政府多管齐下以应对产能过剩和国企亏损的双重困境。在这一过程中，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下达任务完成去产能，并明确了国企要在三年之内实现 “扭亏脱困”的目标。同时，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配套政策，包括直接的财政补贴和贷款补贴、提高出口退税率以及实施债转股等，顺利化解了产能过剩，众多中小亏损国企最终走向破产清算。

此后的十余年里，据我们粗略统计，2000—2015年间，国务院针对去产能共发布17份综合性文件，工信部、发改委等职能部门针对具体行业共发布23份指导性意见。其中，中央至少有5次把去产能作为核心施政目标，分别是2004年4月、2006年3月、2009年9月、2010年4月和2013年4月 （见图5-2）。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些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以钢铁行业为例，2004年首次限制钢铁行业产能增加时，粗钢当年的产量为2﹒8亿吨。10年后的2013年，中央第五次提出要加大钢铁行业去产能力度时，粗钢当年的产量为7﹒8亿吨，产量比十年前增加了5亿吨，增幅为179%。其他产能过剩行业的情况大抵如此。

究其原因，过于依赖技术指标是去产能失败的主因。如果是用诸如环保、科技、规模等技术性指标作为去产能的主要工具，可操作性强，也能够有效去除大部分落后产能，却无法抑制地方政府增加新产能的冲动。实践表明，多数企业十分乐于借助此类政策获得政府的环保补贴等财政资金支持，与此同时企业也会实现新一轮的产能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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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2000—2015年间的5次去产能


眼看着过剩产能越去越多，政府自然需要新的抓手。在此背景下，发改委在2015年底提出要把积极稳妥地处置僵尸企业作为化解产能过剩的 “牛鼻子”。时隔18年，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再次相遇。


（四）为何有如此缘分？


为何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在发达国家总是有缘无分，在中国却有如此缘分？不难发现，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的两次正式相遇都有类似的宏观背景，即外部冲击导致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下行导致需求减少，供需矛盾变得尖锐，过剩产能规模增加。同样，在经济下行时，企业利润受到挤压，现金流恶化，偿债压力增大，因此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可以说，经济周期因素是导致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问题爆发的导火索。

导火索找到了，可火药桶是从哪里来的呢？除了相同的宏观背景，僵尸企业和过剩产能两次相遇之前都曾经历过大规模的政府主导的投资。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 “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经营自主权的扩大掀起了一轮新的投资高潮。在此背景下，企业普遍对市场空间预期过于乐观，盲目投资、蜂拥而上和重复建设导致1992—1996年间陆续积累了大量的过剩产能。为抵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冲击，中国政府推出了总规模达4万亿元的财政刺激计划，并由此带动了数十亿元的地方投资。这些投资大多涌向基础设施领域和房地产行业，大幅刺激对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的需求。经济很快触底回升，但表现出明显的后劲不足。随着人为制造的需求快速回落，产能过剩问题愈演愈烈。企业经营环境恶化，利润受到挤压，僵尸企业逐渐浮出水面。

因此，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是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出现的共同根源。当前，地方政府的两大基本目标是促增长和保就业。促增长对官员是正向激励，保就业是地方执政的底线。政府在刺激消费方面很难发力，但在刺激投资上得心应手。有投资就有增长，有增长就有就业，但政府会相对忽视效率和公平。因此，政府主导投资的重点不是效率而是规模，所涉及的行业自然就是可以吸纳大量投资的重资产行业，如钢铁。再加上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过度投资进而导致重资产行业产能过剩几乎是必然的结果。

重资产行业出现的严重产能过剩是无效投资的直接后果，无效投资的主体就是僵尸企业。这些无效投资中，不乏完全满足甚至超过各类技术指标的产能。这些 “高效产能”在满足技术指标的同时，必然会导致成本增加——购买更加先进的生产设备和环保设施等。但是，市场需求并没有同时增加，这些所谓的 “高效产能”在增加成本的同时并没有提高产品的价格，反而是真正的无效产能。更不用说那些广泛存在于僵尸企业中、纵然亏本还要维持生产的低效产能了。

总之，按照这个逻辑，妥善处置僵尸企业自然可以实现去产能的目标。实际数据也给出了相同的结论。从前两章的分析可以看出，产能过剩比较严重的行业和地区，僵尸企业占比也都比较高。

但是，处置僵尸企业对去产能来说只是治标，治本则需要消除政府干预经济的内在冲动。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根源于共同的土壤，即政府 “促增长”和 “保就业”的双重目标。只要政府目标和激励机制不变，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问题就只能暂时缓解。一旦新的时机成熟，过度投资导致的过剩产能就会再次出现，僵尸企业也会如影相随。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犹如一场皮影戏中的两个角色，只要政府还在背后继续干预经济，两者总会再次相遇。


二、僵尸企业与去杠杆


（一）僵尸企业会导致整体杠杆率上升


无论是银行还是地方政府，要救助僵尸企业就必须要持续提供资金支持。其中，银行为僵尸企业提供的资金支持就是贷款，也就是无论企业本身有多差，银行都会给企业放贷。这就意味着企业负债不断增加，企业的杠杆率因此越来越高。地方政府为僵尸企业提供的资金支持就是各类显性或隐性的补贴。但是，地方政府本身并不产生盈利，又无法像银行那样能创造信用，所以这部分供给僵尸企业的资金，最后就会成为地方政府的负担，导致地方政府的杠杆率增加。

正因如此，僵尸企业往往和当前杠杆率过高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近年来，中国的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有些国际机构认为当前中国债务负担过重，可能会爆发债务危机。例如，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在2015年5月初的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在10年内从150%飙升至260%，中国的不良贷款在两年内翻了一番，约有40%的新增贷款是用于支付已有贷款的利息，并认为这些都是爆发债务危机的前兆。

但是，中国的债务问题并不简单表现为整体债务水平过高，而是具有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特点。这种结构性特点表现为，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高，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增长速度比较快。同时，企业部分的负债率较高，特别是非金融企业负债率较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的测算，非金融企业负债率高达156%，其中65%来自国企。

反观中国当前的僵尸企业问题，正好与上述债务结构特点相对应。第二章的分析表明，就帮助僵尸企业活下来而言，政府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三章的分析则表明，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从这个角度来看，僵尸企业也是造成当前中国经济杠杆率过高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僵尸企业与地方债务和企业杠杆之间究竟有怎样的关系。


（二）僵尸企业与地方债务


我们用2015年末该省或直辖市需要偿还的债务余额与当年当地财政收入之比来衡量地区债务杠杆率。图5-3至图5-6给出了中国28个省市区僵尸企业占比与该地区债务杠杆率之间的关系。其中，贵州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三个地区无法找到最新的债务余额数据，我们在分析中暂未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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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僵尸企业与地方债务规模的相关性分析 （连续亏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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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僵尸企业与地方债务规模的相关性分析 （过度借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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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僵尸企业与地方债务规模的相关性分析 （综合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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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6　僵尸企业与地方债务规模的相关性分析 （三种方法均值）


图5-3到图5-5分别用连续亏损法、过度借贷法和综合性方法测度出僵尸企业在各地区的占比数据。图5-6使用三种多条件识别方法给出僵尸企业在各地区的占比数据平均值。如2015年，北京市用连续亏损法识别出的僵尸企业占比是4﹒4%，用过度借贷法识别出的僵尸企业占比是2﹒7%，用综合性方法识别出的僵尸企业占比是4﹒9%，则在图5-6中，2015年北京地区僵尸企业的占比取上述三种方法的平均值，即4﹒0%。

从图5-3至图5-6可以看出，中国各地区杠杆率与当地的僵尸企业占比基本成正相关关系。其中，三种方法的平均值拟合程度最高，过度借贷法的线性拟合度其次，综合性方法和连续亏损法的拟合度更低一些。与此同时，也有部分地区的债务杠杆率和僵尸企业占比呈现出明显的偏离。

具体来看，在连续亏损法的测度下，海南省、山西省、四川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四个地区偏离程度较大。在过度借贷法的测度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山西省两个地区的偏离程度较大。在综合性方法的测度下，天津市的偏离程度较大。如果从三种测度方法的平均结果来看，宁夏回族自治区和山西省两个地区偏离度较大。

如何理解这种偏离呢？

首先，连续亏损法、过度借贷法和平均测度的结果都发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偏离度较高，或者说相对于宁夏当地政府的杠杆率，当地僵尸企业占比太高了。2015年，连续亏损法下的宁夏地区僵尸企业高达50%，三种方法平均占比为30﹒6%。从第三章的分析可知，宁夏等地僵尸企业占比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基数效应，即当地上市公司数量过少，少数几家僵尸企业即可导致僵尸企业占比突增。2015年，全部样本公司中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上市公司数量仅为12家，排名倒数第三。即便是综合性方法测度出其中仅有2家僵尸企业，但占比仍高达16﹒7%，超过了当年的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宁夏回族自治区出现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基数效应导致僵尸企业占比虚高。

其次，除宁夏回族自治区外，连续亏损法、过度借贷法和平均测度的结果都指出山西省的偏离度也较高。山西省出现偏离的原因是否跟宁夏地区一样，也是基数原因呢？恐怕没那么简单。2015年，全部样本公司中山西省的上市公司数量为34家，排第20名，属于数量中等偏下的省份。同时，三种方法测度下的山西省僵尸企业占比分别为26﹒5%、20﹒6%、11﹒8%，并非特别高的比例。

可见，僵尸企业占比过高不是山西省出现偏离的原因。根据山西省财政厅公布的数据，2015年山西省的政府债务余额为2 122﹒8亿元。按照我们给出的衡量地区债务杠杆率的方法，山西省的杠杆率在全国排名倒数第4，仅为129%。由此观之，山西省出现偏离的原因并非僵尸企业占比相对地区杠杆率过高，而是地区杠杆率相对僵尸企业占比过低。虽然山西省政府的债务负担并不重，但是企业部门，特别是煤炭企业的负债却相当高。根据 《新京报》的数据，2015年山西七大国有煤企负债总额突破1﹒1万亿元，达到11 119﹒83亿元。
[1]

 其中，全国第三大、山西第一大煤企同煤集团的负债规模达2 192﹒09亿元，几乎等于山西省的政府负债余额。特殊的负债结构导致山西省政府的负债规模不高，进而使山西省的杠杆率相对于僵尸企业占比偏小。

最后，综合性方法下的分析结果表明，天津市的偏离度较高。一方面，天津市的僵尸企业规模在综合性方法的测度结果中排前5名，属于僵尸企业较多的地区。另一方面，2015年天津市政府债务余额规模仅为2 592亿元，杠杆率全国最低，仅为97%。简言之，天津市的僵尸企业占比很高，而杠杆率又很低，很难判断两者谁是造成偏离的主因。

要理解天津市出现偏离的原因，要从测度方法和天津市的财力两方面入手。从方法来看，相对于其他两种多条件识别方法，综合性方法更多地关注到了政府部门对僵尸企业的补贴帮助。与宁夏、山西等地不同，天津是标准的发达地区。2015年，天津市人均GDP为107 960元，比北京市还高；地方公共财政收入2 667亿元，全国排名前十。这意味着天津市政府部门有足够的财力去补贴企业，而不至于负债过高。

综上分析可知，僵尸企业和地方债务问题之间有比较显著的相关性。当然，僵尸企业只是造成地方债务积累的原因之一，并不能完全解释地方债务问题。但是，僵尸企业毕竟是造成地方政府债务积累的重要原因，虽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此，本部分研究结论对应的政策含义十分明确：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的过程中，应下大力气处置地方上的各类僵尸企业。否则，单纯通过债务置换、债务减免等政策减少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只会是治标不治本。


（三）僵尸企业中的国有企业


如前所述，中国的高杠杆率问题主要体现为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水平较高，尤以国有企业为甚。这一点与第三章的研究结论颇为契合。我们在第三章分析僵尸企业的特征时发现，2007—2014年间国有企业确实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接下来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些成为僵尸企业的国有企业表现出了哪些 “异常”的特征？它们是否具有更高的杠杆率，并因此成为导致非金融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企的主要推手？

表5-1到表5-3分别给出了过度借贷法、综合性方法和连续亏损法下，2007—2015年不同类型的僵尸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均值和方差比较。之所以同时给出方差数据，是因为方差反映出了资产负债率的分布情况。如果方差相对较小，则表明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分布情况相对集中，均值也就更能反映整体的相对情况。此外，还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过度借贷法缺少2007年和2011年的比较数据。这是因为这两年过度借贷法测度出的僵尸企业总数分别为5家和4家，数量太少，难以进行均值和方差的比较。二是为了避免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在所有样本中删除了个别资产负债率超过200%的异常企业样本。

首先来分析过度借贷法的数据。如表5-1所示，在均值方面，除了2012年和2013年两年，国有僵尸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均值一直小于非国有僵尸企业。在方差方面，两类企业没有表现出有规律性的相对大小关系。2015年，国有僵尸企业在均值和方差方面均小于非国有僵尸企业，即国有僵尸企业的杠杆率更低。这一点与我们之前的猜测有所不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过度借贷法的条件之一就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在前30%，导致我们得到的僵尸企业样本在杠杆率层面是有偏的。如此得出的结论就很难保证稳健性，还需要从另外两种方法入手继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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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国有僵尸企业和非国有僵尸企业资产负债率比较 （过度借贷法）


其次看一下综合性方法的结果。如表5-2所示，在均值方面，2007—2009年间，国有僵尸企业和非国有僵尸企业并没有稳定的对比规律，但在2010—2015年这六年里，国有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值开始显著高于非国有僵尸企业。然而，2007—2015年间，两种类型的僵尸企业在方差上却没有表现出类似的规律性。从最新数据来看，也就是2015年当年，国有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值比非国有僵尸企业高出5﹒5%，方差却要小于非国有僵尸企业。这表明，国有企业不仅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这些成为僵尸企业的国有企业还具有更高的资产负债率。

僵尸企业的最大特点就是需要政府和银行等部门不断输血，且以银行部门为主。银行为僵尸企业提供的资金支持自然不会是无偿的，所有的资金支持都会形成僵尸企业的债务负担。这就意味着越容易获得信贷支持的僵尸企业，资产负债率也越高。现实中，国有企业在获得信贷方面具有非国有企业难以比拟的优势。一旦这些国有企业成为僵尸企业，债务积累自然要远远快于非国有僵尸企业，反映到资产负债率上就是国有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必然系统性地高于非国有僵尸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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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国有僵尸企业和非国有僵尸企业资产负债率比较 （综合性方法）


最后来看看连续亏损法的数据。如表5-3所示，在均值方面，2009年和2010年两年里，国有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值要小于非国有僵尸企业。但在2011—2015年间，除了2013年外，国有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值均显著高于非国有僵尸企业。而且，2013年当年非国有僵尸企业的方差突然增加，是国有僵尸企业方差的三倍多。由此可以推断出，2013年应该是新增加了部分资产负债率极高的非国有僵尸企业，导致整个组均值有所增加。在方差方面，近三年来国有僵尸企业的方差均小于非国有僵尸企业。2015年当年，国有僵尸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均值略高于非国有僵尸企业，方差要小于非国有僵尸企业。

连续亏损法强调僵尸企业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连续亏损却能生存。连续亏损意味着企业的现金流出现很大问题，背后反映出的是这些企业已经丧失了基本的盈利能力。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已经是被学术界反复证明的事实。特别是最近几年，国有企业的经营能力更是越来越差 （见第三章图3-16和图3-17）。然而，连续亏损只是成为僵尸企业的必要条件。连续亏损却还能继续生存，意味着这类企业必然要有一个坚定的盟友在给予资金支持。如前所述，多数资金支持都来自银行部门且不会是免费的午餐。随后的演化逻辑同上文一样，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僵尸企业，国有僵尸企业的债务积累速度更快，因此国有僵尸企业的杠杆率要高于非国有僵尸企业。


[image: ]


表5-3　国有僵尸企业和非国有僵尸企业资产负债率比较 （连续亏损法）




注释


[1]
 　　七大国有煤企分别是：焦煤集团、同煤集团、潞安集团、晋煤集团、阳煤集团、晋能集团、山煤集团。


第六章 警惕潜在金融风险

当前，地方政府在中央的指导下，开始大力实施 “去产能”和“清理僵尸企业”的各项举措。例如，广东省国资委宣布了重拳治理“僵尸企业”的措施：广东省现已摸查出3 385家僵尸企业，并计划在3年内完成出清重组，关停2 333家僵尸企业。
[1]

 2016年1月6日，湖南省委经济工作会议也提出：“化解过剩产能，处理 ‘僵尸企业’，是一道绕不过的坎，不能拖、不能等。”
(2)



僵尸企业之所以能够长时间地影响宏观经济效率，主要是因为僵尸企业与金融系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金融系统又是现代经济运行的基石。从第一章的分析可知，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的信贷资源，导致银行资本的配置效率受到影响。同时，银行给僵尸企业提供贷款还面临很大的道德风险。两方面原因使得僵尸企业的存在大大影响了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

僵尸企业存活会成为累赘，倒闭了却可能成为炸弹。僵尸企业对银行的负债都是刚性的，一旦倒闭，银行对僵尸企业的贷款就立刻成为不良贷款。目前，银行处置不良贷款的途径受限，主要以核销为主，也就是当作损失直接用利润冲抵。如果不良贷款太多，利润无法弥补，银行就要损失部分资本金。如果不良贷款再多一点，银行的资本金就会大量减少，此时银行就面临无法满足监管部门资本金要求的风险。最坏的情况下，银行可能直接走向资不抵债，走向被收购或倒闭的命运。

为了判断潜在的风险究竟有多大，本章主要从三个方面出发，对处置僵尸企业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进行分析。

一是搞清银行为何要帮助僵尸企业。第一章解释僵尸这个词的词源时，我们指出该词源自西非刚果地区，指的是被某种巫术复活的尸体。那么在僵尸企业眼中，持续放贷的银行就应该是复活它的那名 “巫师”。我们将用问答体的形式，模拟一个对 “巫师”银行的采访，解释银行帮助僵尸企业的原因。

二是处置僵尸企业要承受多大规模的债务损失。僵尸企业之所以难以恢复正常，除了自身的经营问题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债务水平过高导致利息负担较重，企业现金流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因此，债务问题不解决，僵尸企业很难恢复正常。这就意味着，大力处置僵尸企业必须承担一定程度的债务损失。当下关于债转股的讨论如火如荼，有的观点认为债转股是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化解僵尸企业的必要途径。对于僵尸企业来说，债转股实质上就是一种帮助僵尸企业债务减免、再次续命的手段，因为这些企业的股权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可言。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究竟要实现多少债务减免，才能让这些僵尸企业起死回生？

三是银行能够承受多大规模的贷款损失。鉴于僵尸企业的主要债权人是银行，因此无论是重组还是破产，债权人都会遭受一定规模的损失。从银行角度来看，如果直接关停僵尸企业，此前僵尸企业在银行的债务将变成银行的呆坏账，那么银行对这一成本的承受能力有多大？



注释


[1]
 　广东重拳治理 “僵尸企业”．新华社，2016-08-07．


[2]
 　王安中．治理 “僵尸企业”，须多管齐下．湖南日报，2016-01-06．


一、一个“巫师”的自白

按照 《牛津大辞典》的解释，“zombie”这个单词来源于西非刚果的方言，意思是 “被某种巫术复活的尸体”。既然是银行对这些企业施展了 “巫术”，让这些企业活了下来变成僵尸企业，那银行就应该被称为 “巫师”。

那么，作为一名巫师，银行为什么要对这些企业施展 “巫术”，让它们一直活下去？在施法之前，银行知道这些企业的真实情况吗？究竟是企业骗了银行，还是银行故意为之？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专门对巫师协会的一位资深会员进行了独家专访，以下是采访实录。

提问：

最近关于僵尸企业的话题挺火。其实，圈内人都知道，这些所谓的僵尸企业之所以能活下来，主要还是靠贷款。有人把这种起死回生称为 “巫术”，您自然也就是巫师了。我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是，在放贷前，银行知道这些企业的经营状况吗？

“巫师”：

关于企业的真实情况，银行有完善的企业征信记录，我们对每一家企业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都很清楚。所以，应该说大部分情况下我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提问：

既然您知道，为什么还要帮僵尸企业呢？

“巫师”：

帮它们也是帮我们自己啊！

提问：

您的回答我不是很理解，能再说的具体一点儿吗？从账面上来看，这些企业确实出了问题，有的企业盈利下滑得很明显，还有的企业甚至已经资不抵债了。给这样的企业继续放贷，您不怕收不回来吗？

“巫师”：

首先，你要知道，企业的账跟银行的账是连在一起的。银行给企业的贷款是企业的负债，同时也是银行的资产。假如我们之前给一家企业发放一笔贷款，一旦这家企业出现问题，那就意味着这家企业的还款能力出现了问题，之前给这家企业发放的贷款就要被当作不良贷款。按照规定，每一笔不良贷款都需要银行拿出一部分钱作为风险准备金，而且这笔钱只能从银行自己的腰包里出。这样一来，银行的自有资本就会减少，资本充足率就会下降。有时候，一笔严重的不良贷款就有可能把银行整个季度的利润吞掉。再大一些的不良贷款，搞不好直接就把银行拖垮了。

所以银行很怕不良贷款。在企业刚遇到困难的时候，银行更愿意向企业提供资金，希望企业通过输血就能痊愈，或者至少能保住命。根据银监会的规定，银行贷款可以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一般来说，只要企业能正常还本付息，这笔贷款就算是正常贷款。如果企业出现财务波动，银行会把发放给该企业的贷款列为关注类，但还不算不良贷款。所以，你所说的巫术，不过是银行看到企业到了悬崖边上，伸手 “拉兄弟一把”。帮兄弟也就是帮自己，要是银行真的放任不管，最终可能会和企业同归于尽。

另一种情况下银行也会帮助困难企业，那就是银行客户之间的关联度比较高。在现代社会中，企业之间的交易越来越多地会用到商业信用，通俗地说就是先交货后付款。假如某银行有A、B和C三个客户企业，这三个企业之间有很多业务往来。如果A因为某些原因出现了经营困难，就有可能还不上欠B或C的货款，那么B或C也会受到牵连。为了避免在客户之间出现连锁反应，银行就会向A提供帮助，通常的做法是向A提供低息贷款。在中国，还存在一种关联模式，那就是企业之间存在联保互保的情况。如果A、B和C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互相为其他两方提供担保，那么在额度较大的情况下，其中一方倒闭就意味着三家同时倒闭。这时，银行也就不得不选择救助困难企业。

提问：

但无论怎么说，该有的损失迟早无法避免。这种滚雪球式的放贷，不是把损失越做越大吗？

“巫师”：

某些情况下，这个雪球已经滚得很大了。对于某些银行的地区分行来说，那些地区性大企业一旦垮掉，就会连累整个分行。就好比摔个跟头肯定很疼，但要是从10楼摔下去就不是疼不疼的问题了。所以，只能是先扛着，等待出现其他转机。

提问：

听您这么一说，银行很担心大客户出问题，把自己拖下水，所以不得不提供援手。那么，如果是中小企业遇到了经营困难，而且贷款损失可以承受，银行是不是会选择停止提供贷款，任凭这些中小企业垮掉？

“巫师”：

肯定不是的。首先得澄清一下，银行并不是不愿意给中小企业贷款。实际情况是，放贷给中小企业往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这种风险已经超过了银行的可承受范围。而且，中小企业往往不能提供良好的抵押品，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抵押品。在这种情况下，银行确实很难给中小企业放款。

即便如此，在中小企业遇到困难的时候，银行也不会直接不管，放任中小企业出问题。有时候政府会直接参与进来，通过向银行注资的方式，专门要求银行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日本当年就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僵尸企业未必都是大企业，中型企业占比其实也不少。也有的时候政府会要求银行将一定的贷款比例发放给中小企业。达到了这个比例，政府会给予银行一些特殊的待遇，比如更低的存款准备金率。中国就是这么做的。为了达到这个比例，我们也需要尽可能帮助中小企业活下去。

提问：

可您依然没有回答我刚刚提出的问题：帮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巫师”：

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有可能只是阶段性的，这种阶段性的困难与经济周期有关。现在大环境不好，不仅中国经济增速在下降，全球经济增速也在下行，还出现了贸易萎缩。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的效益都很差。但是，等到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经济企稳时，市场需求也就起来了。到那时候，企业效益不就又好了吗？当年煤炭市场好的时候，再小的煤窑也能赚钱。所以说，企业也就是这一阵子难熬。等熬过了这一波衰退，现在遇到困难的企业就能接着赚钱。

提问：

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有些行业，特别是上游行业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比如钢铁、煤炭等等。这些行业短期内不可能恢复，长期也很难再回到过去那样。向这些行业的企业放贷，不是太危险了吗？

“巫师”：

银行帮这些企业也有自己的考虑。产能过剩行业要想出现转机，就必须要有一批企业垮掉，让产能恢复合理水平。这样，产品价格才能提高，企业的盈利水平才能提高。因此，产能过剩行业的竞争逻辑是 “剩者为王”，也就是谁能活到最后，谁就能 “翻身农奴把歌唱”。在这种情况下，最后谁能活下来取决于这些企业承担亏损的能力。这和竞争的逻辑很不一样，因为竞争取决于谁的生产率更高。

但是，企业都不希望自己倒闭，银行也不希望自己的客户倒闭。如果全国只有一家银行，那么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因为既然迟早有企业要倒闭，那当然是长痛不如短痛，现在就让一批企业倒闭更好。可现实是，全国有很多银行，每个银行又有很多地区分行，每个银行或分行都面对着各自的客户。这时候，真正在打擂台的就不只是企业了，还有企业背后的银行。这些银行都希望自己的客户能够成为 “剩者”，自然就会不断给这些企业放款了。

提问：

既然说到了企业倒闭，我想再接着问一句，除了自身因素，有没有来自政府部门，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压力？毕竟企业倒闭就意味着税收减少和失业增加。税收减少太多，政府的很多工作就无法开展；失业增加太多，就容易引发社会问题。这些可都不是政府部门想看到的。

“巫师”：

这方面的压力肯定有，特别是那些国有大行，它们要承担更大的压力。对国有银行来说，必须要支持属于国家支柱产业的大型国企。同时，国有银行也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其中最关键的社会责任就是支持就业。

还有一种情况十分普遍，那就是地方政府会直接干预银行，阻止银行抽贷。所谓抽贷，就是银行用各种办法提前收回贷款。现实中，大企业往往会与多个银行同时建立贷款关系。一旦银行感觉企业出现问题，会纷纷设法提前收回贷款，避免企业还不上钱而出现损失。先收回贷款的银行肯定能避免损失，但是提前收回贷款，无异于加剧了企业的困难，企业就更加危险，甚至直接倒闭。如果企业因此倒闭，晚一步收回贷款的银行就会承担损失。此时，企业就会向地方政府求助，地方政府就开始向相关银行施压，迫使银行承诺不会提前抽贷，有时候还会签订一个要求银行持续放款的三方协议。

但是，如果企业倒闭会给某家银行带来难以承担的损失，那么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银行也会这么做。要知道，救助这些企业本身就符合银行的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有没有外在的压力，银行都会选择救助这些企业。

提问：

看来银行这么做主要还是出于自身的利益，但在特殊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会考虑到税收和就业的压力，直接进行干预。但不管怎么说，银行的这种行为毕竟不合规矩，监管部门一点儿都不知道吗？

“巫师”：

确定一笔贷款是否应该发放，这事儿既不归监管部门管，监管部门也管不了。因为中间会有很多细节，监管部门往往只会关注几个总数，具体的交易由银行的内控部门负责。而且，即使监管部门察觉到了有不对劲儿的地方，它们也不会高调处理，最多约谈一下银行领导。毕竟一旦出了问题，监管部门又要被扣上执法不力的帽子。

提问：

可是，到了遍地都是僵尸企业的时候，最后是不是还得政府出手解决？

“巫师”：

不出意外的话，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还得靠政府推动。僵尸企业不可能一直存在下去，但不到万不得已，银行是不会主动把自己的问题暴露出来的。这时候，就必须有一个外力推动，这个外力就是政府。

虽说这些僵尸企业是靠着银行的贷款才活了下来，但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不等于解决僵尸企业。解决僵尸企业的问题，要靠政府、银行、企业三方通力合作，不能只靠银行。而且，处理的方式、节奏和时机都很重要，需要统筹规划。


二、需要多少债转股才能挽救僵尸企业

除了职工安置问题外，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也是国家去产能和治理僵尸企业无法逃避的问题。根据中央的要求，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推动产业重组、处置僵尸企业，并在加紧推进方案的制定。总体思路是按照企业主体、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依法处置的原则，更加注重运用市场机制、经济手段、法治办法，通过兼并重组、债务重组乃至破产清算，积极稳妥推动僵尸企业退出。这样的指导思路对防范金融风险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能否规避仍待讨论。

从通俗意义上讲，金融风险就是指对企业和金融机构造成财务损失的风险。由于金融系统十分庞杂，这种风险所引发的后果往往很难预计。一家金融机构由于操作失误、决策失误引发了财务危机，影响范围通常会超出该机构本身，甚至会对整个金融体系运行的稳健性构成威胁。金融系统一旦出现失灵，整个宏观经济秩序也必将发生混乱。接下来，我们首先来探讨处置僵尸企业究竟要承受多大规模的债务损失。


（一）打开企业负债的黑匣子


现实中，负债对企业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负债能帮助企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企业可以通过增加负债来增加投资、扩大生产，获得更多的利润，实现更快的资本积累。另一方面，负债也有可能在危机时成为企业的拖累。一旦企业因各种原因发生连续亏损，如政策变动或需求骤减等，债务就会变成企业的巨大负担。特别是当负债利息远远超过企业的利润时，企业离破产清算也就不远了。

但是，企业的负债多少并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企业能负担多少债务，取决于企业有多大的偿债能力。偿债能力，从字面意思上解读就是企业清偿金融机构债务的能力。从更深一层的意思上来看，偿债能力还反映了企业是否具备使用当前资产创造未来价值的能力。如果一个企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产品不愁销路，有稳定的现金流和盈利，那么这时候企业增加债务就能做大收益，这是合理的选择。但是，如果没有稳定的现金流支撑，哪怕债务规模再低也有可能无法还本付息，导致违约。

反观中国现实，当前中国非金融企业的债务主要来自三方面：银行传统信贷、金融市场债务工具发行以及类影子银行的信用融资。
[1]

 2008年之前，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一直稳定在100%以内。全球金融危机后，非金融企业部门加杠杆趋势非常明显。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由2008年的98%提升到2014年的149﹒1%，非金融企业资产负债率由2008年的52%提升到2014年的60%。
(2)

 根据央行公布的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收支表，截至2016年3月末，非金融企业人民币贷款71﹒94万亿元。根据央行公布的融资规模存量统计表，截至2016年3月末，非金融企业信托贷款为5﹒61万亿元、委托贷款为11﹒56万亿元、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为5﹒63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债券存量为15﹒89万亿元。截至2015年末，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总额为105﹒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156﹒1%；2016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6﹒7%，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总额110﹒63万亿元，仅增长4﹒76%。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有小幅下降，但依然处于高位。

在第三章中，我们发现多数产能过剩的传统周期性行业僵尸企业的占比也较多。如表6-1所示，这些行业中的上游工业行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资产负债率较高，而与需求较好的消费服务业相关度高的下游工业企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和纸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资产负债率较低。这反映了自2008年 “4万亿元”刺激政策后，传统周期性行业出现了普遍的产能过剩，同时伴随资产负债表恶化和杠杆率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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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2007—2015年行业资产负债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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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二）债转股重出江湖


1．债权与股权的区别

根据来源的不同，企业融资一般可以分为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两大类。这两类融资方式有以下四种区别：

第一，投资期限不同。债权投资一般情况下都具有较为明确的到期期限，到期后可以收回本金；而股权投资则通常将资产交由公司支配，股东在二级市场可以通过交易实现不定期的投资额回收。

第二，权利实现方式不同。债权投资者与债券发行公司之间只有债务条款约束，不能够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和管理；股东则能够通过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来实现自身的权利。

第三，投资资本回收顺序不同。公司破产法规定，公司破产清算时，债权人的结算顺序要优先于股东。在债务融资中，如果投资项目收益较高，那么高于债券利息的部分均归股东所有，而当项目亏损时，债权人还要承担有限责任。因而股东更倾向于投资风险较大的项目。

第四，承担风险不同。债权投资者的收益相对于股东而言较为稳定，本息支付受到债务合同的硬性约束；而股权投资者的股息收入会随着股份公司盈利情况变动而变动，且股权交易时间较为灵活。

不难看出，由于股权面临的风险大于债权，因此股权融资要求的投资回报率也大于债权融资。相较而言，债务融资因风险相对较低，其融资成本一般情况下比股权融资成本要低。但是，债务资本的增加意味着财务风险增大。当企业资产收益率高于债务融资的综合成本时，可以提升股权回报率，企业能够通过调整股债比例达到最优资本结构。倘若企业不能随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及时调整财务杠杆，就会导致债务负担过重，企业成本高企，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企业陷入困境。

2．点债成股

债转股，顾名思义就是将债权转化为股权，既可以是债权人受债务人倒逼所采取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处理不良债权的方式，也可以是债权人为追求高额回报而采取的一种主动行为 （如可转债投资者）。这里所说的债转股是作为处理不良资产常用方式之一的被动转债，债转股的主要对象是微利或亏损的企业。这类企业大大偏离了其最优资本结构，在债务偿还能力、盈利能力、内部资产整合能力等方面均明显较弱。如果不实行债权转股权，企业的财务成本压力、资金运用能力和资金压力等会进一步制约公司的发展，甚至会将其拖入更加困难乃至破产的境地。这些债务的存在或扩大，会加剧企业的经营风险和银行的金融风险。

从债务可持续的角度看，债转股可以优化企业资本结构，可能使得企业渡过眼前的难关，并随着经济景气上升和企业经营改善，获得较高的资产收益率和股权回报率。从法律意义上说，债转股是债权人将其对债务人享有的有效合法债权转换为对债务人的股权投资，由此增加债务人注册资本的法律行为，包含债权的消灭和股权的产生两种法律关系。从公司治理上说，债转股使得债权人以承担投资风险为代价获得了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从而可以对公司战略和经营绩效施加一定影响。因此，不少学者把僵尸企业起死回生的希望寄托在债转股上，并认为债转股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关键。

3．债转股潜在规模的测算

我们会在第八章具体讨论债转股是否能成为处置僵尸企业的主要手段。此处我们关心的是，如果利用债转股处置僵尸企业，需要承担多少债务损失？换句话说，企业债转股可能会出现多少坏账呢？

我们从偿债能力出发，利用债务可持续的逻辑测度出理论上的最高负债规模，然后通过比较理论负债上限与实际负债情况测度潜在的债转股规模。这一指标可以被称为行业债务增加／减免规模。其测算方法如下：

理论负债规模＝（财务费用＋利润）／年平均贷款利率

行业债务增加／减免规模＝理论负债规模－实际负债规模

这里的财务费用是指企业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包括：利息收入、利息支出、汇兑净损失、金融机构手续费、筹集生产经营资金发生的其他费用。

理论负债规模则意味着通过企业的账面信息可以推测出企业可以承受的借债规模。

债务增加／减免规模则指的是企业理论上能够承受的负债规模与实际发生的负债规模进行大小比较。

当理论负债规模大于实际负债规模的时候意味着企业还有可以举债的空间和能力，可以进一步举债，称为行业债务增加规模。反之，若实际负债规模超过了理论负债规模，就意味着企业自不量力，举债规模已超过其自身能够承受的偿债能力。最终那些无法被偿还的债务就会成为坏账，通过债转股只能实现债务风险的转移。换言之，如果没有经过对这些债务的认真审查便由第三方来接管，会给整个金融市场带来巨大风险。

从表6-2和图6-1可以看出，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炼焦行业这三个行业债务增加／减免规模为负值，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1﹒69万亿元，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为－1﹒62万亿元，炼焦行业则为－0﹒56万亿元。这意味着这三个行业存在着实际负债大于理论负债的情况，其负债规模已远超自身的偿债能力。如果从债务增加／减免规模占比情况来看，炼焦行业过度负债情况最为严重，债务减免规模为－90﹒41%，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次之，这一指标为－43﹒98%，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为－38﹒66%。炼焦行业这一实际债务超出理论债务的部分占实际债务的比例超过90%，一旦企业未来的生产或经营出现状况，这部分债务会立即成为难以偿还的坏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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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2　2015年行业债务增加／减免规模及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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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2015年行业债务增加／减免规模及占比




注释


[1]
 　主要包括信托贷款、委托贷款、未贴现银行承兑汇票等。


[2]
 　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


三、银行的底线在哪里

以上测算表明，仅煤炭、钢铁和炼焦三个行业就有近4万亿元的超额负债。当下，有观点认为应利用债转股配合僵尸企业的处置，以降低相关企业的债务负担，给僵尸企业的恢复以喘息之机。同时，银行还能用这种方式提高不良贷款的处置效率，减少亏损。但是，银行真的能够承担如此重负吗？银行的底线究竟在哪里？

为了搞清楚银行的底线，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根据 《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资本分为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核心资本主要是银行的权益和储备，也称为一级资本，可以理解为自有资本。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利润。附属资本包括贷款呆账准备、坏账准备、投资风险准备和五年期以上的长期债券，也称为二级资本。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系统的风险问题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巴塞尔委员会适时出台的 《巴塞尔协议Ⅲ》规定：截至2015年1月，全球各商业银行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由普通股构成的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至4﹒5%。另外，各家银行应设立 “资本防护缓冲资金”，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该规定将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间分阶段执行。当前，中国商业银行整体资本状况良好，银行资本上涨态势略有缓和 （见图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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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中国商业银行资本状况 （季度）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作者自己计算。


银行资本的充足程度是金融监管的重要内容，而在此基础上如何确定适宜的资本水平就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者所面临的风险——收益均衡决策。根据最佳银行资本需要量原理，银行资本既不应过高也不应过低。银行资本过高会使财务杠杆比率下降，增加筹集资金的成本，最终影响银行利润；资本过低会增加对存款等其他资金来源的需求，使得银行边际收益下降。

图6-3中的KCC曲线反映了银行资本量与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纵轴C表示资本成本，即银行为筹集一定量的资本所花费的各种开支、费用，如股票红利、债券利息，以及银行管理这些资本所花费的费用等。资本成本也包括资本量变化带来的其他成本，如当资本量过小时会增加对存款或其他资金来源的需求，使得这些资金来源的边际成本增加。横轴 （K／A），即资本／总资产比率，表示银行的资本需求量。资本成本曲线KCC呈 “U形”，在KCC曲线上，存在一个资本成本最低点C＊
 ，与其对应的资本量（K／A）＊
 ，即为银行最优资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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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银行最优资本量推导曲线


另一个指标为资本充足率，资本充足率指银行自身资本和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代表了银行对负债的最后偿债能力 （见图6-4）。

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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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4　2009—2016年第一季度中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

资料来源：Wind数据库，作者自己计算。


2010年 《巴塞尔协议》强化了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商业银行总资本充足率应达到10﹒5%。很显然，中国商业银行的总资本充足率一直高于这一水平，并不断提高。这意味着当前中国商业银行的资本风险状况仍然比较乐观。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银行利润的组成部分。通常意义上说，银行的盈利主要来自其主营业务收入——存贷款的利息差，随着银行业的发展，当前其他银行参与的投资项目和金融服务也成为银行的盈利渠道。

我们看到商业银行近五年的净利润在不断上升，但资本利润率却有所下降 （见图6-5和图6-6）。这意味着监管部门对核心资本充足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更加注意自有资本的留存，自有资本的上升规模较快，作为分母的资本量增加，因此资本利润率出现了下降。这是出于银行业监管部门对商业银行可能出现的滥放贷款导致金融风险的控制，一旦资本充足率无法达到监管部分规定的标准，银行会面临停业整顿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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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5　2010—2015年商业银行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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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6　2010—2016年6月商业银行资本利润率和资产利润率 （季度）


最后，我们先看一组近期银行坏账情况的数据。普华永道统计的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18家上市银行的信贷风险有所增加，不良贷款额达9 482﹒8亿元 （图6-7中给出了2003—2015年全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同比飙升48﹒61%，平均不良贷款率由2014年的1﹒22%上升至1﹒65% （见图6-8和图6-9）。为应对风险增加，上市银行相应加大了处理力度，共注销或转让了3 861亿元不良贷款，较2014年增加67%。同一时期，穆迪受评的10家上市银行的关注类贷款 （借款人偿还能力较低的贷款）上升了56个基点，达到3﹒47%。该比率在2015年上半年和2015年下半年分别上升了36个基点和20个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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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7　2003—2015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


从商业银行总的不良贷款余额及其比例中能看出，尽管当前商业银行总的不良贷款率仍维持在1%～2%，构成不良贷款的三类贷款即次级类、可疑类和损失类的不良贷款比例也只有小幅上涨，但由于信贷规模的大幅扩张，这种小幅上涨也会导致不良贷款总量上涨幅度的较大变化。出现这些不良贷款，一方面是因为整体经济下行，贷款企业利润下滑严重，无力偿还贷款；另一方面的原因还是在于当前中国银行管理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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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8　2003—2015年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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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　2015年上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排名


当前中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限规定为5%。尽管从当前情况来看，这些出现不良贷款数量较大的商业银行从不良贷款率上离临界值还有一定距离，但数额巨大的不良贷款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处理，最终会侵蚀该商业银行的整个资本构成，其危害难以估量。根据上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和各银行的贷款总额，我们能够得出当前这些上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数额，如表6-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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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2015年各上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额


从不良贷款余额规模上看，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占据榜首四席。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占据榜首的中国农业银行，其不良贷款率在2015年年底时就已达到2﹒39%，据农行2016年半年报数据最新显示，该行不良贷款率为2﹒4%，再次上升了0﹒1个百分点，该行不良贷款余额2 253﹒9亿元，较上年末增加124﹒4亿元，刷新了近年来四大行的不良率纪录。中国农业银行于2010年7月上市，在2014年之前的几年中不良贷款率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好景不长，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农行的不良贷款率一路攀升，截至2016年6月已经连续9个季度走高。相较而言，其他三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维持在2%以下。

从上市银行的整体情况来看，近三年整体的不良贷款余额一直在不断上升，这和当前银行的房贷习惯不无关系。一方面，中国整个银行业一直以来都较为偏向于大型固定资产投资类的贷款，随着当前经济形势的走低，大量行业步入产能过剩的时期，银行贷款难以收回，进而恶性循环使得整个银行业的不良贷款急剧增加。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金融市场体制的不断完善，企业融资渠道不断拓宽，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也越来越流行。而这些企业也会将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存款不断减少。并且随着当前互联网商业模式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理财观念、消费习惯和交易方式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因而，银行柜台业务量的下滑也成为难以逆转的趋势。

那么，对于银行来说，能承受的不良贷款最高限度是多少呢？我们将通过设置5%、8%和10%三个限度不良贷款率下的贷款余额来探讨银行的 “底”线。能够看出，在国有四大行中，由于工行贷款总额最大，其能承受的不良贷款额度也最大，其次为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 （见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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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各不良贷款限度下的不良贷款额　　单位：亿元


当前根据监管机构的规定，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上限为5%，那么我们可以大致测算出2015年上述上市银行还能够忍耐的不良贷款剩余空间，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中国各商业银行距离出现危机的空间还有多少。表6-5的数据显示，中国上市银行能够继续承受的不良贷款总额约为2﹒06万亿元。仅从量级上来看，中国上市公司能够承受的不良贷款总额显然无法覆盖潜在的债转股规模。这就意味着 “通过实施大规模债转股来减轻僵尸企业的债务负担”的策略缺乏基本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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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各上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和不良贷款额度的增长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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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0　各上市商业银行还可容忍的不良贷款额度排名


具体来看，相对于中小型的商业银行而言，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的可承受不良贷款空间仍然要大很多 （见图6-10）。其中，中国工商银行的承受能力居于榜首，其还可承受的不良贷款率为3﹒5%，还可承受的不良贷款额度为4 176﹒7亿元；其次为中国建设银行，其还可承受的不良贷款率为3﹒42%，还可承受的不良贷款额度为3 585﹒9亿元；中国银行排名第三，其还可承受的不良贷款率为3﹒57%，还可承受的不良贷款额度为3 261﹒5亿元；中国农业银行排名第四，其还可承受的不良贷款率为2﹒61%，还可承受的不良贷款额度为2 325﹒5亿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前这些商业银行尽管还有一定的不良贷款容忍空间，但如果对不良贷款加以关注并进一步消化分解，未来的不良贷款率仍会不断上升。


第七章 企业的自我救赎

我们在第一章总结了日本部分僵尸企业重获新生的经验。总的来看，成功处置僵尸企业问题总要靠企业、政府和银行的三方努力。银行要对企业进行一定程度的债务减免，政府要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并保障社会稳定。但是，无论是银行的债务减免，还是政府的政策扶持，对僵尸企业来说都只是短期的治标之策。要想真正让僵尸企业起死回生，关键还得靠企业自己的努力。

除了日本的 “他山之石”，我们也有自己的攻玉利器。回顾过去，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僵尸企业的成功经验。在这些案例中，我们特意选了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案例。两个企业案例相隔了近10年，在经历了最初的辉煌之后都面临巨大的困难，并渐渐走向资不抵债。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两个企业都不能破产清算，只能依靠政府和银行的资金接济，勉强维持生存，成为标准的僵尸企业。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两家僵尸企业是如何完成自我救赎，并最终涅槃重生的。


一、中国重汽的重生之路

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国重汽”）是我国最早研发和制造重型汽车的企业，也是目前国内重型汽车行业的龙头企业。1953年，由国家交通部批准，济南汽车修配厂成立，由交通部直属管理。1984年，经国家批准，以济南汽车制造总厂为主体，吸收国内其他整车、发动机及零部件制造厂，组建成重型汽车工业联营公司。2000年，中央决定将重汽集团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下放到山东省、陕西省、重庆市管理，主体部分下放到山东省管理，保留 “中国重汽”的名称。2001年1月18日，经过战略性改革重组后，新的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宣告成立。2007年，中国重汽首先在香港主板上市；至2016年8月，中国重汽跻身中国500强的第222位。

中国重汽作为我国重型汽车行业的执牛耳者，在其发展历程中曾经创造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绩。中国重汽曾在1960年生产制造了中国第一辆重型汽车——黄河牌JN150八吨载货汽车。1983年成功引进了奥地利斯太尔重型汽车项目，是国内第一家全面引进国外重型汽车整车制造技术的企业。2002年建成全国最大的重型汽车桥箱生产基地。2004年正式宣布进军房地产业，成为汽车生产企业中首家进入房地产行业的企业。2007年在香港上市，至今已成为我国最大的重型汽车生产基地。

然而，一度风光无限的中国重汽也曾经历过濒临倒闭的时刻。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汽正值鼎盛时期，在整车市场上的占有率一度达到80%。随着中国经济开始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重汽面临的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生存压力随之增加。从1993年底开始，中国重汽逐渐陷入困境。截至1999年底，重汽集团共有员工103 034人，资产总额137﹒58亿元，负债总额已经达到168﹒27亿元，实际亏损近百亿元。同时，企业拖欠职工工资长达13个月，总额近4﹒42亿元，1﹒7万名离退休职工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系。此时的中国重汽濒临破产，已经严重资不抵债，甚至创造出尴尬的 “四个第一”：欠税第一，欠银行利息第一，欠职工工资第一，欠缴养老保险第一。曾经辉煌的中国重汽此时已经沦为了名副其实的僵尸企业。

2000年7月，为挽救处于破产边缘的中国重汽，国务院决定对其进行战略性重组。此后的三年里，中国重汽先后采取了出售资产、减员分流、改革激励机制等方法，最终从一个濒死的国有僵尸企业，蜕变成世界重卡行业前五强，并实现了 “一年持平，两年盈利，三年发展”的目标。


（一）出售资产回流资金，解决燃眉之急


要想筹集到新钱，必须解决旧债。在相关政策的支持下，中国重汽终于获得了最高法院的司法保护，让债权人暂缓利用司法程序进行债务追偿。然后，由中央银行出面将150多家债权人的债务核销了30亿元，加上政策性的破产费用，中国重汽共减免债务60多亿元，利息负担也因此大大减轻。同时，中国重汽向中央争取到了一笔5 000万元的财政部拨款，并以 “存一贷二”的方式，利用这5 000万元在银行得到一笔1亿元的贷款作为生产启动资金。

随后，中国重汽用多种方法盘活固定资产，在减轻债务的同时获得了足够的现金流。一方面，中国重汽将生产基地搬到地价更便宜的郊区，变卖了位于济南市区的厂房的土地使用权。在降低土地成本的同时，中国重汽还获得了不菲的置换收益。仅仅是桥箱厂一个地区的置换就帮助中国重汽收回超过2亿元。另一方面，中国重汽又抓紧盘活存量资本，把5 000辆滞销的库存车拆除，清点库存零配件，加大处理积压库存的力度，盘活资产，最大限度地回笼资金，收回了1亿元。与此同时，中国重汽还加强对财务的控制和管理，严查各单位的 “小金库”，从二级公司的小金库又清理出近1亿元。

最终，中国重汽通过债务核销、申请贷款、变卖土地、拆车变现、清理小金库等措施，再加上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中国重汽成功减轻了债务负担，同时获得得以维持生存的现金流，为进一步恢复企业正常经营赢得了契机。


（二）减员分流，提高企业效率


按照国务院批准的重组方案，中国重汽必须进行公司员工的减员分流。当时，中国重汽有七万多名员工，冗余人员规模大且关系极为复杂。按照与债权人达成的重组方案，中国重汽必须将人员裁减至两万人。复杂的员工构成让减员问题相当棘手，一旦处理不得当，很有可能引发重大的社会问题。

为兼顾社会稳定，中国重汽在大幅减员的同时推动了再就业工程，为分流或下岗职工再就业创造条件。集团公司所属各企业、各部门积极开辟再就业渠道，通过改制、剥离和发展第三产业，有近万人实现了再就业。中国重汽还对劳动模范、双职工、残疾人制定了特殊政策，补足了退休职工的工资，补交了拖欠多年的养老保险金，把数千名退休职工纳入了社会统筹。本着 “带着感情去分流”的原则，在上级批准的分流职工人均生活补助是每月300元的基础上，中国重汽实际筹资发放的标准为人均每月500元。

这无疑为减员分流的平稳进行提供了重要保障。在评价中国重汽减员分流的成功时，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这样称赞道：“上百亿元资产的大集团，几十亿元的债务核销，重汽是首创。但最令我感到震撼的是重汽的人员分流，一个七万余人的企业两年内平稳地进行分流最后达到两万人，没有上访，没有闹事，这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的今天太不容易了。”

在多项措施的配合下，中国重汽顺利实施了减员分流，稳妥分流5﹒2万人，主业在岗人员达到2万人。职工队伍结构趋向年轻化，整体知识水平也得到了提高。解决资金缺口与人员分流两座大山之后，中国重汽不仅摆脱了死亡危机，甚至神奇地走上了快速增长的道路：2001年实现销售收入62亿元，重型汽车销售量达到全国第三位，各项指标的增长率在90%以上，实现了当年持平的目标。


（三）加强内部控制，改善激励机制


陷入危机之前的中国重汽，内部控制机制松散，形同虚设。集团下面有数不清的子公司、孙公司等 “寄生虫”，财务状况混乱，成本费用严重失控。营销体系更不靠谱，一千多人的销售团队每年只能卖出去两千余辆车。销售成本不断上涨，贷款难以回收，造成了大量的呆账坏账。

针对这些痼疾，中国重汽开始加强成本控制，并改善激励机制。一是改进物流管理方式，推行 “零库存”管理。零部件供货商租用集团公司的库房存放零部件，整车厂根据订单到库房取件、付款，节约库存费用。在生产上根据用户的不同要求，按订单生产、配送，初步形成了 “零库存”。以销定产，减少库存，由此重汽每年减少资金占用10亿多元。

二是实行比价招标采购、技术创新等方式，降低采购费用。2001—2004年，重汽卡车的单车制造成本降低了3万多元。同时，通过设计上的系列化、通用化、标准化，减少专用件和磨具的使用，大幅度降低成本。中国重汽万元产值能耗同比每年平均下降10%以上，仅2004年工业总产值能耗就比2003年下降了47%。

三是提高采购和营销效率。一方面，中国重汽建立了适应市场的采购机制，推行 “零库存”管理；另一方面，中国重汽加强财务控制，建立决策中心、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的三级责任中心体系。2007年，为加强营销网络建设，中国重汽开发出了生产销售 “一线通”，即 “销售回款、售后服务和信息反馈一线通”，并成立独具重汽特色的 “4＋1”市场营销模式，即 “经销商、改装厂、资源管理、系统用户＋售后服务”，优化了市场网络。

四是加强监控机制建设。中国重汽集团建立了 “纵到底、横到边”的监控机制，推行 “没有考核就等于没有管理”的理念，使公司运营处于全面受控状态，并始终保持一个封闭环形的监控状态。一是将具有监督职能的部门集中在一起，纪检和审计合署办公，成立监督审计部。监督审计部对企业的决策、采购、招标等每一个环节加强监督，以及时发现违规违法行为。内设法律事务岗位，为企业合同、实务提供法律服务，保障公司权益，进行事前防范。二是明确集团总部各部室每年的监督目标，职能部门将此目标分解、完成，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各部室之间相互制衡，相互考核，根据考核结果给予适当激励、惩罚。

五是改革激励机制，激发员工积极性。中国重汽全面引入竞争机制，员工的业绩评价、岗位留存和报酬规模都要以竞争的方式确定。新的激励机制在保证员工收入普遍增长的基础上，以工作效率为依据拉开收入差距，进而鼓励在市场营销、产品开发、企业管理等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者的薪酬有更大程度的增长。


（四）自主创新，掌握核心竞争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公司如果没有技术专利与科技创新，就没有灵魂、没有焕发出蓬勃生机的能力。中国重汽从建厂到重组之间的四十余年间，从未有一项属于自己的国家专利，没能开发出一款新的车型。没有专利就意味着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就意味着只能成为别人的代工厂。

对此，中国重汽痛定思痛，将提高核心技术与产品创新放在了公司的战略高度上，提出要在广泛吸纳消化世界重卡先进技术的基础上，走自主研发之路，打造自己的品牌。2003年6月，中国重汽与世界第二大重卡制造商瑞典沃尔沃卡车公司签署合资协议。这个合资项目对于中国重汽的意义极为重大，它创造了汽车行业的“三个之最”：是最具影响力的一次强强联合，是引进最新的欧洲车型与最先进的技术合作，是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双赢合作。通过这一合资项目，中国重汽不仅进入了沃尔沃在全球的销售网络，还拿下了发动机领域最先进的技术。2004年3月，双方合资生产的沃尔沃FM系列车所装备的D12大马力发动机，填补了中国欧3排放的大马力重型汽车发动机生产的空白。2004年年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重汽的自主品牌HOWO系列重卡横空出世。HOWO的诞生，完全摆脱了斯太尔技术平台，改变了斯太尔技术主宰重型汽车市场的局面，开启了中国重汽的新篇章。即使是在重卡市场风雨飘摇的2005年，HOWO系列也一举创下了销量过万的好成绩。中国重汽一改以往技术落后的形象，2002年获得专利126项，2003年申报专利190项，至HOWO大卖的2005年，中国重汽已经拥有610多项专利技术。


二、中核钛白的涅槃

中核钛白，全称中核华原 （上海）钛白有限公司，是一家特大型精细化工生产企业，主营业务为金红石型钛白粉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钛白粉新产品的开发和研究。

中核钛白曾是业内老大，被誉为中国钛白粉行业的 “黄埔军校”，公司前身是中核四〇四总公司钛白粉分厂。1999年，国家实施 “债转股”政策，中核四〇四总公司钛白粉分厂成为第一批债转股企业，并完成了公司制改造。2001年2月23日，由中核四〇四总公司等五家法人股东共同发起成立中核华原 （上海）钛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核钛白”）。2007年8月3日，中核钛白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中小企业板成功上市，并获得3亿元人民币的股权融资，成为甘肃省第一家中小企业板的上市公司。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给钛白粉市场带来了巨大打击，内忧外患下的中核钛白彻底陷入绝境。2008年，中核钛白实现营业总收入2﹒86亿元，同比下降39﹒01%；亏损2﹒56亿元，利润同比下降1 565﹒58%；每股收益为－1﹒35元，同比下降1 327﹒27%；净利润同比下降超过15倍，亏损程度创中小板之最。随后，中核钛白列出了五个导致公司业绩快速恶化的原因，但无一例外都是外部因素。这些原因包括生产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冰冻天气导致部分管线设备受损、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产品需求急剧下降以及税收负担实际上升等。这些外部原因可以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中核钛白的巨额亏损，但这种巨亏毕竟不是普遍现象，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才是导致中核钛白出现巨亏的最根本原因。

2010年，中核钛白在上市仅2年多后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此时的中核钛白面临退市、破产，职工即将下岗、失业，给企业员工的生存、资本市场和国家核基地安全稳定都带来巨大压力。据中核钛白员工回忆：“当时已经基本不开工生产了，因为生产一吨就亏一吨，2008—2010年连续亏损，公司原值近十亿元，已经亏得只剩一亿元左右了。职工一个月只领几百块钱的工资，根本生活不下去。”此时，中核钛白已经由 “行业宠儿”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僵尸企业”，启动破产重组迫在眉睫。


（一）实现债务重组，破除体制障碍


中核钛白的债务重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平衡小额债权人和股东之间的利益。小债权人多为小型供应商，这些供应商的应收账款大多没有抵押债权，一旦中核钛白破产，债务的清偿率很难保证。一般情况下，破产重组必然意味着债权人要放弃一部分债权，而股东要优先承担损失。可是，这些小型供应商很难接受因此而导致的债权损失，具有国企背景的股东更是担心因此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

为了能让破产重组的方案得到债权人的认可，在法院和地方政府的协调下，将债权额在600万元以下的债权人纳入小额债权组，然后由中核钛白的两个大股东出资2 000万元，把160多个小额债权人的清偿比例提高到70%，矿区工行和矿区建行两家银行共获得70%的清偿款，完成了股东和小额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

与此同时，中核钛白现有股权之间的分配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信达将40﹒25%的股份全部转让，退出中核钛白，中核四〇四总公司持有7﹒19%的股权不变，金星钛白持股15﹒79%，金星钛白的董事长李建峰作为第一大股东出任中核钛白董事长。至此，中核钛白正式由一家国有企业转变成民营控股企业，市场化的经营机制有了确立的土壤和空间。


（二）改善运营效率，根除管理弊病


在中国，重组方主要看重上市公司的壳资源，对壳内的资产和员工一般采取剥离、甩掉的处理方式。但是，中核钛白的重整财务顾问在考察后发现中核钛白有资产、有人才，于是提出要实行一个既要保企业生存，又要保员工的 “顾两头”方案。

最终改变中核钛白命运的是安徽金星钛白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金星钛白”）。金星钛白是从乡镇企业起家，做钛白粉做了20年。当时的金星钛白在体量上远不及中核钛白，但是凭借已有的国企并购案例，金星钛白派人专门去实地考察企业，并最终决定参与对中核钛白的重组。

如前所述，中核钛白巨额亏损的背后除了外部因素，更多的是内部管理效率低下导致的结果。一方面，中核钛白作为典型的国有企业，“事有人管、责无人负”的通病十分明显。权责不明导致内部管理混乱，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中核钛白还存在比较特殊的历史遗留问题。中核钛白作为一家 “债转股”后的企业，企业的大股东是信达资产管理公司。但是，作为大股东的信达并不直接参与企业的运营，由此出现了管理层为自己谋私利的 “内部人控制”现象，进而导致企业内部腐败现象十分严重。

针对这些问题，金星钛白利用多种手段加以应对。首先，金星钛白在托管期间 （尚未获得企业产权）就已投资1﹒3亿元，从厂内的生产管理开始着手，拆除、更换了陈旧的设备。然后，金星钛白开始全力清理企业内部的腐败和浪费现象，大大降低不必要的运营成本。与此同时，为了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金星钛白还将一些工作能力强的农民工直接招为正式职工，并将农民工与原钛白职工重新分配岗位，打破过去的等级界限，实行同工同酬。经此调整，公司的运营成本大幅下降，员工工作积极性普遍提升。


（三）妥善安置员工，保障地区社会稳定


与其他案例不同的是，重组后的中核钛白并没有大规模裁撤员工。2009年7月爆发了通钢事件，在该事件中民营化的职业经理人被愤怒的上访工人打成重伤，不治而亡。通钢事件的直接教训就是，企业的重大重组问题必须要考虑到员工的情绪和意见。即便不谈权利问题，仅仅从顺利推进重组的目标出发，事先做好员工工作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因此，中核钛白的新任董事长李建峰第一时间完成了职工的安抚和沟通工作。在与职工谈话的过程中，重组方得以了解职工的利益诉求，同时还能够稳定职工情绪，确保改制顺利。最终，原中核钛白近1 200名职工不但重新就业，而且每人领取了平均10万元的身份置换补偿金，职工的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同时保障了地区的就业稳定。


第八章 避免政策误区

一、慎用行政手段去产能

第五章的分析表明，中国的产能过剩与僵尸企业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是僵尸企业和产能过剩出现的共同根源。但是，政府干预带来的问题能用干预解决吗？这正是第一个要避免的政策误区：切忌以毒攻毒，过多使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去产能的进程。


（一）神话与笑话


2016年上半年，煤炭和钢铁行业展开了一场如火如荼的去产能行动。2016年初，钢铁行业制定的去产能目标是4500万吨，煤炭行业制定的去产能目标是2﹒5亿吨。截至2016年7月底，钢铁行业退出产能2 126万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量4 500万吨的47%；煤炭行业退出产能9 500多万吨，完成全年目标任务量2﹒5亿吨的38%。

显然，按照这个速度进行下去，2016年底之前是不可能完成全年去产能目标的。但若仅从结果来看，这次去产能尚算不错。毕竟相较于之前的几次去产能，这次煤炭和钢铁行业的产能确实有所下降。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先来看煤炭行业的去产能措施。根据各省公布的煤炭去产能措施，主要包括以下七种：（1）严控新建煤矿项目审批 （三年内原则上停止审批新建煤矿项目）；（2）推进煤炭企业改革兼并重组；（3）执行276个工作日和节假日公休制度；（4）对存在安全、闲置等问题企业注销其安全生产许可证、收回开发权；（5）制定退出过剩产能任务安排；（6）引导过剩产能主动退出；（7）加强煤炭安全清洁高效生产和消费。

不难看出，这些措施以行政调控为主。特别是在 “执行276个工作日和节假日公休制度”上，不少地区直接采取县长负责制，监督检查力度空前。雷厉风行的行政手段使得调控效果十分显著，煤炭产量迅速下降。如图8-1所示，2016年前9个月，煤炭当月产量同比降幅均超过10%，其中6月单月产量比去年同期减少近5 000万吨，同比下降16﹒6%。根据2016年10月14日发改委新闻发言人赵辰昕在例行发布会上提供的信息，通过全国的减量化生产和治理违法违规建设，目前控制了约10亿吨的煤炭产能。总之，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就像神话一样，说降就降下来了。

但是，煤炭行业的神话并没有维持多久，很快就变成了笑话。由于去产能效果过于显著，煤炭产量大幅下降对煤炭价格形成了强力支撑。如图8-2所示，2016年年初至2016年9月动力煤期货价格一路上扬，相比年初的价格最低点几乎翻倍。从现货价格来看，截至2016年10月中旬，秦皇岛5 500大卡的煤炭价格为565元／吨左右，比年初每吨上涨了200元左右，涨幅在50%左右。在成本基本稳定的情况下，价格快速上涨意味着煤炭企业利润空间迅速增加。这就给进一步去产能带来了很大的阻碍，因为此时企业开采煤矿有较大的获利空间。

产能高了国家担心，价格高了国家也担心。2016年9月8日，国家发改委召集神华、中煤等数十家大型煤炭企业分管煤炭生产的负责人召开会议，议题是 “稳定煤炭供应，抑制煤价过快上涨预案启动”。结果，2016年9月初和9月下旬，国家发改委启动了二级、一级响应，分别日增加煤炭产量30万吨、50万吨左右。此外，适当增加安全高效矿井的产能释放，对符合特定条件的煤矿，2016年第四季度可以在276～330个工作日之间释放产能。就这样，有关部门全力折腾的结果，无非是让煤炭价格坐了个过山车而已，煤炭产量减下去之后又涨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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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2014—2016年9月煤炭月产量数据


相比于煤炭行业，钢铁行业的去产能更是不尽如人意。从逻辑来看，产能的减少应该作为一系列生产过程调整的结果。这个过程如下：

产能过剩导致价格下降，企业订单减少——价格下降和订单下降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企业开始主动压缩产成品库存，并逐渐向上游产业传导——需求持续低迷，价格迟迟不见提高，企业开始逐步减少产量——产量下降导致产能利用率下降，设备维护和折旧费用相对增加——持续低迷的产能利用率迫使企业减少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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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2014—2016年9月动力煤期货收盘价


不仅如此，从订单下降传导至产能减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从长期来看，持续的供过于求终将导致产能下降，但在这个过程中，产量、库存、价格三者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去产能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短期产量的下降会带来产品价格的回升，而这又会暂时缓解企业的盈利压力。煤炭行业本轮去产能中的表现很好地佐证了这一点。经过几轮反复之后，企业才会最终走向减少产能。

根据公开数据，2016年1—7月间，钢铁行业产能减少2 126万吨。与此同时，如图8-3和图8-4所示，2016年2—9月粗钢产量和钢材产量当月同比增长始终为正。

这种产能和产量之间的背离，完全打破了常规去产能的逻辑。在产能下降的同时产量增加，就意味着产能利用率在上升，这又背离了钢铁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背景。纵观所有发达国家的去产能经验，从没出现过在持续去产能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去产能初期，产量却不断增加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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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2014—2016年9月粗钢月产量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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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4　2014—2016年9月钢材月产量数据


质言之，这是过度依赖行政手段去产能的必然结果。本轮提出的去产能与其说是目标，不如说是命令。地方政府应声而动，结果各省上报的钢铁行业去产能目标总和高达7 716万吨，比4 500万吨的整体目标多出3 200多万吨。然而，这种去产能目标更多是一种表态，表明各省去产能的决心。表决心是一回事，实际执行是另外一回事。在实际操作中，之前的行政决心又变成了最坚决的行政保护。况且，螺纹钢的价格自2015年底开始不断攀升，到2016年4月底，螺纹钢价格就已经收复2015年全年失地，到达2 750元的高点 （见图8-5）。这一过程中，钢厂利润得到快速修复，赚得盆满钵满，产量自然会上升。

除此之外，经济目标之间的冲突也是导致钢铁行业去产能出现阶段性失败的重要原因。2015年下半年，中国宏观经济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政府出于稳增长的目的再次出手刺激经济。同之前一样，刺激政策依靠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刺激房地产市场为主，具体表现为两者的累计投资同比在2015年底和2016年初出现了明显的增加 （见图8-6）。稳增长政策直接带来了对钢铁的巨大需求，再加上年初市场对去产能充满信心，导致钢铁产品价格快速反弹，钢厂利润增加，去产能阻力显著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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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2014—2016年9月螺纹钢期货收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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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2014—2016年9月基建和房地产投资



（二）坚持市场化的去产能


要想真正化解产能过剩，首先要搞清楚产能过剩的性质。当前阶段的产能过剩问题性质比较复杂，同时表现出周期性、体制性和阶段性的特点。

首先，周期性特点体现为金融危机导致外需减弱，并引发部分行业出现产能过剩。2008年后，全球经济处于深刻调整周期，部分大宗商品价格经历长期下跌，与此相关的行业因此受到较大冲击。

其次，体制性特点体现为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往往是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的直接后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曾出现过两次大规模的产能过剩。两次产能过剩爆发之前，都曾经历过大规模的政府主导投资。这些投资表现出明显的后劲不足，人为制造的需求快速回落，最终导致产能过剩问题愈演愈烈。

最后，阶段性特点体现为经济转型阶段往往都会出现产能过剩。随着经济逐渐走向成熟，产业结构面临转型升级，传统产业需求减弱会使供需矛盾变得尖锐，导致产能过剩出现。发达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时期都出现过产能过剩。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正处于战略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此时出现产能过剩也符合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

在这些原因中，真正需要政府重视并加以应对的是体制性因素。政府过度干预经济是造成中国出现产能过剩的根源。因此，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需要始终坚持的核心原则即坚持使用市场化的手段应对产能过剩。所谓市场化的手段，是指企业的生产和投资决策只依据市场化形成的产品价格，价格机制是唯一的去产能力量。在这个原则下，可以得出如下两个基本判断。

第一个基本判断是化解产能过剩需要较长时间，不能操之过急。国际经验表明，用市场化手段去产能要经历5～10年的时间。在这个过程中，市场会反复经历去库存、去产量和去产能三个阶段，产能水平会整体呈现出阶段性下降的态势。因此，在去产能的过程中要相信市场的力量，切不能操之过急，更要避免使用行政化的方式实现 “快速”去产能。

第二个基本判断是化解现有的过剩产能不会造成不可承受的失业率。根据我们的估算，化解钢铁、煤炭等六大产能过剩行业可能会造成430万左右的失业，占2015年城镇就业人口的1﹒06%。进一步来看，坚持使用市场化的手段实现去产能，按照5年计算，每年的失业率仅增加0﹒2个百分点，完全在经济的可承受范围之内。当然，个别地区由于产业集中度较高，可能会面临较大的失业压力。


二、债转股不是处置僵尸企业的撒手锏

为了有效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国务院于2016年10月10日下发 《关于积极稳妥降低企业杠杆率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及附件 《关于市场化银行债权转股权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明确要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降低企业杠杆率。

《意见》一经发布就引起了市场和学界的广泛解读，有的观点认为新一轮的大规模债转股即将启动。学界和业界之所以如此重视债转股，主要是因为国务院同时给出了一个有关债转股的 《指导意见》。从 《指导意见》的内容来看，有相当多的内容涉及债转股过程中应避免的问题，包括银行不得直接参与债转股、政府不得直接干预、明确不能参与债转股的企业范围等。因此，不能把 《指导意见》的出台单纯地理解为政府在鼓励实施债转股。

此次 《意见》的重点应是降杠杆，债转股只是实现该目标的手段之一。本次国务院出台的 《意见》给出了七种降低企业杠杆率的主要途径，包括兼并重组、盘活资产存量、加大金融支持等，而债转股只是其中之一。同时，鉴于大规模实施债转股将面临许多问题，不宜成为降杠杆的主要手段。

第一，债转股的供需将严重不匹配。按照市场化原则，实行债转股的企业理应是优质企业，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果真能循此逻辑实行债转股，企业能够降低债务负担，获得喘息之机；待企业经营恢复之后，银行可以获得不菲的股权收益，从而避免最初选择债务清算而造成的损失。《意见》也给出了实施市场化债转股的企业应满足的条件，如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信用状况较好等。

如果严格按照市场化的规则来操作，那么短期内能够撮合成功的债转股项目会比较少。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债转股的机会成本要足够小才有可能成功。什么是债转股的机会成本呢？就是如果银行或者其他债权人不选择债转股，而是选择让企业破产重组甚至清算所能获得的清偿率。只有破产重组或清算的清偿率足够低，债转股才是一个可选项，否则理性的债权人不会选择债转股。二是企业的债权人往往不止一家，企业的债务类型也十分复杂，具体谈判要经过多次磋商才能达成共识。整个过程很像去当铺里当东西。企业认为自己的股份很值钱，但银行和其他债权人肯定不这么认为。一定会经过大量的讨价还价，企业和债权人之间才能达成一个基本的共识。这两点决定了市场化的债转股项目必然不会太多，起码短期内不会太多。

中国目前最需要债转股的企业并不是这些优质企业，而是那些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和效率低下的企业。这些企业的股权价值并不高，银行和其他第三方机构不会首先选择债转股。如此一来，市场化的债转股就会面临严重的供需不匹配：能够债转股的企业不需要转，而需要债转股的企业不能转。

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若坚持按照市场化原则实施债转股，最终完成债转股的企业会比预计要少得多。对单个企业来讲，债转股对企业去杠杆的作用会非常巨大。一旦债权变为股权，最直接的效应就是要支付的利息会大大减少。但是，正如刚刚分析的那样，如果我们严格遵守市场的规则，那么最终能够实现债转股的项目必然不会太多，对降低整体企业部门负债的作用也不会太大。

第二，债转股的潜在规模过大。如果把债转股当成降杠杆的主要手段，那么高杠杆行业和企业自然就是债转股的重点对象。此时，债转股的实质就是进行债务减免，目标是让这些企业在完成债转股后能够正常还本付息。照此逻辑我们可以大致测算出债转股的潜在规模。

以钢铁行业为例。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5年末钢铁行业总负债约为4﹒37万亿元。2015年，钢铁行业的息前净利润大致为1 667亿元 （用利润总额＋财务费用大致估算）。如果这些利润都用来偿还负债利息，那么按照2015年6﹒2%的平均利率测算，钢铁行业理论上可以承受的负债上限为2﹒69万亿元。实际负债比理论负债上限多出的1﹒68万亿元，就是钢铁行业的潜在债转股规模。按照同样的方法可以算出，煤炭和炼焦两个行业对应的潜在债转股规模达1﹒62万亿元和0﹒56万亿元。仅三个行业对应的潜在债转股总规模就达3﹒86万亿元，无论是中国的银行部门还是第三方机构，都难以承担如此大规模的债转股。

债转股只是银行处理类不良贷款的一种方式，不能承担过多的使命，更不能作为降杠杆的主要手段。否则，债转股的实质就是将风险从企业部门转移到银行部门。当然，后续可能还会有一系列操作，将这部分风险从银行部门再剥离到其他部门。但无论如何操作，都只是风险的腾挪，并不能真正化解风险。

第三，债转股缺乏完善的退出机制。《意见》明确规定银行不得直接将债权转为股权，只能先将债权转让给第三方机构，让第三方机构成为企业的股东。从上一轮的债转股实践来看，股权持有机构的主要退出机制并非股权受让。那些最终能够减少亏损甚至实现盈利的债转股项目，主要是通过出售企业拥有的土地资源，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实现的。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本轮的债转股显然很难通过这种方式退出。与此同时，中国目前尚未建立起完善的多层次股权交易市场。一旦债转股规模过大，获得股权的第三方机构就很难利用现有的市场体系正常退出，完成股权的二次转让和变现。

第四，债转股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从理论上讲，并不存在判断杠杆率过高的绝对标准。如果一个企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期，产品不愁销路，有稳定的现金流和盈利，那么这时候企业增加债务就能做大收益，是合理的选择。但是，如果没有稳定的现金流支撑，哪怕债务规模再低也有可能无法还本付息，导致违约。因此，企业创造利润的能力决定了企业能够承担的债务规模。债转股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减少企业债务水平和利息负担，但无助于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更有甚者，大规模地实施债转股很可能会面临巨大的道德风险。一旦债转股得以成为企业降杠杆的普遍选择，企业就可以轻易减少负债。这反而会降低企业改善内部管理、完善激励机制的动力，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

理想情况下，新股东的加入会形成新的监督和制衡力量，企业内部形成新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企业的经营效率也会因此提升。同时，利息支出的减少意味着利润增加，资本积累加快，企业因而有更多的资本去购买新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但是，这取决于新股东在债转股过程中与企业达成的具体协议规定。如果新股东是以优先股的形式进入企业，就不会对企业的经营带来实质性影响。如果新股东是国有背景，那么企业有可能因此转为国有参股甚至控股企业。这样一来，企业在管理和决策过程中就要考虑国有资产运营的问题，企业的激励机制也会受到影响，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可能因此变得更加复杂。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讲企业的效率一定会变得更好。

第五，债转股还有可能面临地方政府的过度干预。地方政府有维持地方就业稳定、保障税收的职责，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考虑到债转股是维持企业生存的重要方式，因此想把地方政府从债转股的谈判桌上彻底赶走，完全避免地方政府的干预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地方政府绝不能主导整个债转股过程，债转股的权利主体应该是债权人。银行给企业贷款是一种契约行为，如果企业不能按约履责，银行作为债权人有权利自由处置这笔债权。从实际来看，不到万不得已，债权人不会轻易选择破产清算。最终走向破产清算的案例只是少数，因为一旦选择了破产清算，银行、企业、员工和地方政府都要承担损失，可以说是一种多输选择。监管部门应强化对银行债转股效益的监管要求，确保债转股比破产清算获得的收益更高，迫使银行把自身利益放在优先位置，从而形成对地方政府干预的制衡。

总而言之，债转股只是降杠杆的手段之一，且在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限制，因此不宜作为降杠杆的主要手段。短期内，中国应配合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以稳定整体债务规模、调整债务结构为主要任务。与此同时，中国要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促进金融部门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多管齐下，综合应对企业杠杆率过高的问题。


三、警惕自我实现式的债务危机

近年来，中国的债务问题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有些国际机构认为当前中国债务负担过重，可能会爆发债务危机。例如，英国 《经济学人》杂志在5月初的一篇文章中给出了部分证据，包括中国的债务与GDP之比在十年内从150%飙升至260%，中国的不良贷款在两年内翻了一番，约有40%的新增贷款用于支付已有贷款的利息，并认为这些都是爆发债务危机的前兆。

从第五章的分析可知，债务问题和僵尸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僵尸企业更多的行业和地区，债务问题更严重，杠杆率也更高。因此，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去杠杆的过程。

我们不讳言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多挑战，但不能轻易得出债务水平过高并会出现危机的结论。准确认识中国当前的债务问题，有助于厘清危机的形成机制和可能的爆发点，避免引发自我实现式的债务危机。同时，决策部门应多管齐下，综合应对当前的债务问题。


（一）衡量债务水平的标准存在缺陷


仅凭常用的标准有可能会对中国的债务问题形成误判。目前，学术界判断债务过高的标准主要有两个。一个标准由著名经济学家莱因哈特和罗格夫在2010年给出，具体表述是 “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超过90%的国家，经济增速显著低于那些债务水平较低的国家”。另一个比较流行的标准是M2与GDP的比重，但是这个标准并没有明确的警戒线。在国内的讨论中，常见的论据是中国的M2与GDP之比已经超过200%，且高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并据此判断中国的债务水平过高。

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给出的标准已经受到严重挑战，或者说已经被部分证伪。根据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研究结论，公共债务与GDP比例超过90%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1%，比公共债务水平较低的国家低3%左右。因此，莱因哈特和罗格夫认为紧缩性政策将有助于国家的经济成长，政府最好严守90%这个公共债务大关。这一研究结论成为欧债危机中迫使希腊实施财政紧缩、压缩公共债务规模的关键理论依据。然而，2013年马萨诸塞州大学的两位青年经济学家对上述研究公开提出质疑。这两位青年学者指出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的研究至少存在三个问题，其中甚至包括在用Excel进行均值计算时少加了5行数据。更新后的结论与最初的结论大相径庭，公共债务与GDP比例超过90%的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为2﹒2%，而占比在30%和90%之间的国家平均增长率为3﹒2%～3﹒3%，落后仅1%。不仅如此，更新后的结论表明，公共债务水平和经济增速之间并没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公共债务水平增加并不必然会削弱经济增长。回到中国的现实，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中国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仅为40%，距离90%还有相当的空间。但是，如果坚持90%的标准，势必会对未来中国政府合理的债务扩张形成掣肘，延误中国债务问题的解决。

将M2与GDP之比作为判断债务水平的标准也存在较大问题。这个标准的理论渊源是货币数量论。货币数量论的经典表达式为：MV＝PT，即货币发行数量×货币流通速度＝价格×交易量。由于很难算出具体的交易量，于是在实践中往往用GDP来代替。但是，GDP给出的是增加值，处于中间环节的交易额都被减掉了，也就是GDP会系统性低估交易量。在增加值一定的情况下，涉及的中间环节交易量越大，这种低估就会越严重。陈思翀、徐奇渊和李文学最新的一项研究表明，每生产一单位的GDP，第三产业的货币需求量最大，第二产业次之，第一产业最少，因此产出构成比例变化会导致货币需求持续上升。考虑到中国最近几年的产业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M2／GDP水平快速增加并不必然意味着债务水平增加。


（二）正确认识中国的债务问题


客观来讲，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多挑战，债务问题正是其中之一。但中国的债务问题并不简单表现为整体债务水平偏高，而是具有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特点。这种结构性特点表现为，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并不高，地方政府的债务水平增长速度比较快，政府整体债务水平在40%左右，仍有较大扩张余地，处于可控区间。但是，企业部分的负债率较高，特别是非金融企业负债率较高。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李扬的测算，非金融企业负债率高达156%，而且其中65%来自国企。

当前的债务结构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中央政府不愿意过多采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仍然希望地方政府能够承担更多的财政支出，这又进一步反映出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并没有明确划分清楚。第二，中国企业部门的高负债率与依靠贷款的粗放增长方式有关，同时也跟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有关。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大型国有企业可以凭借制度优势从银行融入超额信贷规模，然后作为影子银行，以更高的利率把钱转贷给融资难的中小企业。当前的这种债务结构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亚健康状态，但并没有到马上要发生危机的地步。

中国经济就像一个有可能患心血管疾病的人，如果能未雨绸缪，从一开始就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会大大降低得病的概率。可是中国已经出现了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问题，再想根治就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目标不是立刻降低这些指标，而是通过各种药物控制和饮食调节，让这些指标稳定下来，不再继续升高。与此同时，需要重点关注的情况是突发性心脏病。一旦突发性心脏病发生，如果没有及时用药并就医，那就意味着生命的终止；而如果就医及时，那么病人还可以继续生存很长时间。这种情况和金融危机非常相似，每一次金融危机首先是流动性危机。如果能及时应对，经济就能够回到正常的运行轨道，否则就会引发系统性风险。

因此，中国当前真正要重视的是流动性风险。考虑到政府债务仍处于较低水平，更有可能出现流动性风险的是企业部门，也就是企业无法完成正常还本付息的情况。一般来说，这种情形会同时伴随如下两种现象，一是企业盈利状况急剧恶化，二是企业现金流紧张，开始发新债还旧债。

就目前而言，中国企业的盈利状况大体来讲还比较稳定，但存在明显的结构分化。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累计同比增速出现负增长，2016年前五个月又回到正增长，并没有继续下滑。同时，私营工业企业部门的累计利润总额始终保持正增长，且在2016年进一步回升。值得警惕的是国有工业企业，虽然2016年以来国有工业企业部门的累计利润总额下降幅度有所收窄，但依然保持同比负增长。此外，中国企业的资金仍然主要用于日常经营，尚未出现企业资金被大量占用还旧债的情况。中国工业企业利息支出累计同比自2015年下半年开始出现负增长，财务费用累计同比也在2016年初开始出现负增长，表明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息负担并未明显加重。总之，中国目前还没有面临即将出现债务崩溃的极端情况。


（三）多管齐下，综合应对债务问题


虽然不必过分担忧短期内出现债务危机的风险，但这丝毫没有削弱解决债务问题的紧迫性。如果中国的债务规模得不到有效控制，利息负担就会越来越重，出现危机的概率自然越来越大。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解决债务问题的思路。

首先，经济增长是解决债务问题的最优策略。在经济增长和债务积累的竞赛中，如果经济增长的速度能够跑赢债务积累的速度，那就不必担心债务问题。因为从长期来看，债务迟早会被经济增长所消化。但是，中国潜在增长率正在下降，想要重回高速增长的轨道只能不断加杠杆。企图用这种方法刺激增长进而解决债务问题，只会适得其反，继续推高债务水平。

最值得警惕的是自我实现式的债务危机。从上述分析可知，中国的债务水平并没有高到不可承受，马上就要发生危机的地步。如果误判了当前的形势，过分担忧中国的债务水平而选择强制性大规模削减债务，反而有可能导致债务危机的发生。

大规模削减债务的典型方式就是实行财政紧缩和财政节俭。美国、日本、欧洲等多个国家的经验已经无数次证明，这种做法将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当经济衰退时，出现债务问题是必然的，但此时实施财政节俭是最错误的做法。1933年，美国通过实施罗斯福新政很快走出危机，经济增长率达到7%左右。但出于维护财政平衡的考虑，罗斯福又转向财政紧缩。结果，美国经济在1937年出现二次探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正是由于奥巴马的财政刺激政策，防止了另一场类似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出现。但随后的几年内，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就是因为美国政府总是纠结于自动减支和债务上限问题，没有抓住时机增加对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的投资。欧洲的例子更能证明这一点。客观来看，希腊只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债务的绝对规模并不大，本不必演变成整个欧洲的问题。但由于欧盟理事会、欧洲中央银行和IMF三家机构强制要求希腊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导致总需求进一步下降，希腊债务问题走向恶化。

财政节俭的思想之所以会经久不衰，除了由于莱因哈特和罗格夫给出的 “错误”证据，还由于许多学者将政府决策简单等同于家庭决策，认为量入为出是理所当然的原则。但是，微观的逻辑在宏观层面不一定正确。从理论上来讲，政府的生命可以是无限的，破产这个概念很难应用于政府身上。历史经验证明，国家性债务违约就是彻头彻尾的黑天鹅事件，既没法提前预防，更没法事后补救。

还有一种大规模削减债务的情况，就是让所有的企业同时减少债务负担。在经济衰退时期，贸然选择去杠杆有可能引发负反馈机制，导致经济和资产价格出现下降。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美国的企业同时选择去杠杆，于是资产出现了超卖，资产价格开始快速下降。但是，资产价格越低，企业的资产价值缩水就越严重，杠杆率就越高，于是就越要去杠杆。最终，美国经济伴随资产价格快速下滑，坠入经济衰退的深渊。但是，中国并没有特别重视这种风险，因为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遇到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过热。因此，中国往往对经济过热有足够的警惕，但对经济下行期间可能会加速下行的风险并不是非常了解。目前，中国已经提出 “三去一降一补”的工作任务，其中去产能理应提速，特定行业特别是房地产行业的去库存也必须继续推进。但是，去杠杆是否应该同时进行是值得商榷的。更为可行的策略是先稳住经济，当企业经营开始稳定之后，再逐渐去杠杆。

在最好和最差的策略中间，还有一些折中的策略。这些策略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效果，但也有可能引发新的风险。

其一是用通货膨胀稀释债务。央行可以扩大流动性供给，推高通胀水平从而将债务稀释。这种做法主要的风险在于，债务货币化容易引发恶性通货膨胀。鉴于目前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较小，因此不必过分担心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

其二是实施大规模的债务重组。债务重组实质上就是进行债务减免，有直接削减债务和债转股多种实现方式。这种策略最大的危害是破坏契约精神，因为借贷主体无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进一步分析可知，债务重组是对那些不够谨慎的投资者的惩罚，是投资者必须要承担的信用风险。如果不实施债务重组，最终为债务问题埋单的将是普通纳税人。这会导致更大的不公平，毕竟纳税人没有借钱。而且从历史和国际经验来看，在债务问题非常严重的时候，大规模的债务重组是不可避免的。

其三是通过资产价格上涨化解债务压力。对于企业来说，股票价格上涨就意味着资产价值的上升，在债务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杠杆率自然会下降。此时，尽管企业盈利没有转好，债务问题却因为杠杆率的下降而得到缓解。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企业的杠杆率一直在下降，其中资产价格的上升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资产价格的上涨如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大涨大跌反而会进一步恶化企业的债务水平。2015年中国的股市曾一度狂涨，许多上市公司在很短一段时间内实现了去杠杆。回过头来看，这种方式显然得不偿失。

总之，中国还远没有到马上爆发债务危机的地步，应警惕因过度担忧而引发自我实现式的债务危机。决策部门应密切关注债务指标，尽快做好预案准备，多管齐下，综合应对僵尸企业和债务问题。


四、对政府、银行和企业的几点建议


（一）基本原则



1．坚持市场化原则是处置僵尸企业的基本导向


效率低下是僵尸企业的典型特征，处置僵尸企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提高经济效率。因此，在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中，要坚持市场化原则，做到 “该破产即破产，该清算即清算”。尤其避免地方政府以维稳为借口干预僵尸企业的处置。


2．去除过剩产能是处置僵尸企业的最终目标


僵尸企业的直接危害是造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因此，应把去除过剩产能作为处置僵尸企业的最终目标。在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中，应明确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目标，确保去产能任务的落实。同时，要制定具体的规则，防止过剩产能以新技术的形式卷土重来。


3．三方通力合作是处置僵尸企业的成功保障


僵尸企业问题涉及银行、政府和企业三方的共同利益，因此处置僵尸企业不能仅靠企业自身之力，需要银行、政府和企业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发力。形成 “企业自救，银行辅助，政府托底”的分工格局，是成功处置僵尸企业的重要保障。


4．保持社会稳定是处置僵尸企业的政策底线


在处置僵尸企业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职工安置问题。因此，处置僵尸企业的速度，取决于安置失业人员的速度。政府应发挥主要作用，从多个方面确保失业人员有事可做、有钱可用，将保持社会稳定作为处置僵尸企业的政策底线。


（二）具体措施



1．企业：积极自救、该死就死



——企业自救的核心是降低成本。
 减少工资支出和出售固定资产是企业自救的必由之路。应综合采用多种方法减少工资支出。一是严格实施企业退休标准，规范内部退养员工，凡符合退休标准的人员一律按退休处置。二是让部分在职人员暂时离岗，发放基本生活费用。这类方法主要适用于即将满足退休条件的人员。三是实施超员单位轮休制度，降低开工率和劳动支出。四是减少后勤人员配置。五是通过保留社保关系但不再发放工资的形式清退部分在职人员。六是通过解除劳动合同，并发放经济补偿金的方式，清退正式员工。


——允许企业保留一定程度的管理层激励。
 在僵尸企业的自救过程中，应允许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股权激励、奖金分红等形式的管理层激励，以激发管理层的积极性。但是，管理层激励的规模应低于行业的平均水平，并将此条件作为银行和政府对企业实施救助的必要条件之一。


——结合混合所有制改革，提高国有僵尸企业经营团队的整体效率。
 地方政府和地方国资委应对所辖国有僵尸企业提出明确的盈利水平要求或者扭亏为盈的整改期限。同时，建议在这些企业加快混合所有制的推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改革管理模式，并按照市场化原则，适当调整管理团队。


——部分行业和企业实施 “定点爆破”。
 应重点清理钢铁、煤炭和水泥等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的行业，并选择恢复无望的大型僵尸企业进行 “定点爆破”，打破 “大而不倒”的预期。判断企业无法好转的硬性条件包括：（1）连续三年以上每年获取的财政补贴超过息税前收益；（2）超过30%的产能生产技术低于行业平均水平；（3）职工工资平均水平低于行业平均水平。此外，应优先考虑爆破国有企业，以彻底打破刚性兑付、政府兜底的社会预期，刺激其他僵尸企业积极实施自救措施。


2．银行：做实账目、加强监管



——监管部门应督促银行清理自查不良贷款的实际规模。
 对于抵押贷款，银行要对抵押资产的价值进行重新核算，方法可采用现金流贴现法，对抵押资产进行价值重估，并以此作为判断贷款是否为不良贷款的依据。同时，要重点清查资产是否存在反复质押的情况。对于信用贷款，银行应严格审核企业的信用水平，并严格控制借新还旧、过桥贷款等方式给企业发放贷款。监管部门应要求银行相关负责人定期汇报清理自查情况，同时对贷款项目，特别是产能过剩行业相关的贷款项目进行不定期抽查。


——适当减免主动自救企业的债务。首先应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僵尸企业的资产进行价值重估。
 在确定银行因企业破产清算遭受的损失较大时，可提供不超过预期损失规模50%的债务减记。对积极实施重组的企业，可采取现金流贴现法计算出企业的当前价值，然后免除它与企业实际负债差额的60%～80%。


——通过多种渠道妥善处置不良贷款。
 对于已经确定的不良贷款，除了追偿核销外，应通过多种渠道综合化解不良贷款。这些渠道包括：（1）通过将不良资产打包成证券化的产品，出售给机构投资者和其他投资主体；（2）打包出售给各级资产管理公司，并且可以考虑引入社会资本参与不良资产的处置；（3）银行可以选择投行化的方式，将不良资产重组到新的优质资产中，获得升值收益；（4）在一定规模内，允许银行通过债转股的方式，将不良资产剥离。但目前这种方式不符合 《银行法》的相关规定，因此应实行审批制，在规模和资质方面都应有严格限制。


——及时补充银行的核心资本。
 无论选择何种方式处置不良资产，都会导致银行资本金的减少。此时应及时补充银行的资本金，避免因资本金骤降导致信贷萎缩。注资方式可以是政府部门通过发行专项债券的方式募集资金，直接向银行注资。同时，也可以允许银行通过发行优先股，引入社会资本，扩大资本金。


3．政府：统筹规划、政策托底



——依据合理规则制定明确的去产能目标。
 首先，在考虑当前实际消费量的基础上，再根据未来5～10年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估算出行业的总体需求水平。然后，按照80%的国际产能利用率标准，估算出可承受的最大产能规模。最后，在全面掌握产能数据的基础上，得到明确的去产能目标。


——建立产能检测体系。
 国家统计局和工信部联合建立设备注册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完善的产能检测体系，以及时了解和准确把握设备情况，加强对产能进行管理。建议检测体系的统计周期以月为主，主要任务是统计和搜集行业的新设备增加情况、产能利用率、供求关系等数据。同时，应及时发布上述统计信息，以引导企业进行科学理性的生产决策，为政府调控相关产业提供决策依据。去产能过程中应设定技术下限，即不能满足技术标准的产能应果断去掉。但是，应警惕过剩产能以新技术的形式再次出现。建议各行业根据不同的技术情况和去产能目标，设定固定的以新换旧的比例。例如，每淘汰2单位的落后产能，只能增加1单位的新技术产能。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为主要协调人的作用。
 在去产能的过程中，应重视行业协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充分发挥其作为居间协调人的作用。以行业协会作为主要协调人能够充分尊重各行业的实际情况，并且行业协会是企业主体的联合，有助于保证民营企业的权利，避免去产能过程中出现歧视民营企业的情况。目前，钢铁行业协会、水泥行业协会等行业协会已经在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鼓励由各行业协会牵头成立专项基金，用于补贴对去产能贡献较大的企业。例如，补贴相关企业在固定资产报废和职工安置方面的成本支出。专项基金由行业内全部企业按特定比例贡献资金成立。专项基金的使用受全体企业监督，每个季度披露基金的收支以及详细使用情况。


——明确处置僵尸企业的成本分担，控制去产能节奏。
 当前地方财政事权财权不匹配的情况已经比较明显，如果让地方政府承担处置僵尸企业的成本，地方政府恐难有积极性可言。因此，在这一过程中，因固定资产报废、失业人员安置和银行核销不良贷款等原因导致的成本，应由中央财政主要承担。与此同时，处置僵尸企业要注意把握节奏。2016年，中央财政划拨1 000亿元用于失业职工安置，分两年划拨，每年500亿元。根据我们的测算，仅考虑人员安置成本，要完成六大产能过剩行业的去产能目标，至少需要1 600亿元左右。如果提高补贴额度，总成本可能会高达4 000亿元。按照每年500亿元的预算，在只考虑人员安置的情况下，至少需要三年。因此，每年只能完成三分之一的去产能目标。如果考虑固定资产报废和核销不良贷款的成本，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要制定符合地区特点的支持政策和改革措施。
 一方面，山西省、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等地区的产业结构比较单一，过剩产能和僵尸企业都比较密集。在处置僵尸企业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这些地区的情况，加大政策扶持和财政补贴力度。可以考虑的政策包括增加财政划拨额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并要求用工从离职员工中招聘、对第三产业实施定向减税政策等。

另一方面，黑龙江省、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僵尸企业问题与国有企业问题高度相关，因此这些地区要结合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尽快提高商业类业务的市场化程度。与此同时，要设立明确的盈利标准，严格控制补贴力度，对于经营效率无法提高的国有僵尸企业，应及时重组。老旧工业体系下的国有僵尸企业，不能以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名义继续保护，应坚决予以破产。


——对主动自救的僵尸企业应给予适当激励。
 为鼓励僵尸企业缩减产能，政府可通过成立专项基金、财政转移支付、融资支持、税收优惠等方式向实施自救的僵尸企业提供直接或间接补偿。一方面，政府可以动用不超过20%的专项基金，直接收购僵尸企业的落后产能并报废。

另一方面，政府可以用间接的方式，向主动去产能的僵尸企业提供补偿。这些方式包括：（1）补偿部分因出售固定资产导致的估值损失；（2）为主动退出的中小企业提供中转融资，或者延长设备资金贷款的还款期限；（3）对主动处理过剩设备的企业 （如废弃超过企业总资产10%的设备）给予税收优惠，比如企业可以从次年度起减少纳税额，在5～7年内从企业收益中抵扣废弃设备的损失费，或者企业可以选择从前年度缴纳的法人税中一年内返还部分设备损失费。


——设立专项职工安置基金，采取多元化的职工安置方式。
 当前，中央已经划拨专项职工安置资金，但规模上仍需补充。要想有效应对僵尸企业重组倒闭带来的失业问题，专项职工安置资金每年的可使用规模应在1 000亿元左右，且至少应持续3年。建议财政部每年以增发特殊国债的方式募集资金，补充到专项职工安置资金当中。此外，专项职工安置资金还应根据僵尸企业裁员和变相裁员的方式和规模，给予相应的补贴。对于正式解雇的员工，建议专项职工安置基金承担经济补偿金的40%～60%。对于只发放生活费的员工，建议专项职工安置基金应承担生活费用的40%～60%，并承担社保费用的50%。生活费总额不应超过当地最低工资水平的1﹒5倍。对于仅保留社保关系的员工，建议专项职工安置基金应给相关人员提供当地最低工资水平80%的生活费用。


——支持失业人员再就业。
 主要措施包括：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信息服务；对失业者进行就业指导和职业培训；对雇用特定衰退产业或地区失业者的企业提供补贴；为原企业提供劳动者停业补助和训练费用；延长特定产业或地区失业人员的失业保险金支付时间；安排失业人员参加公共事业。加大对民间再就业培训机构的财政补贴，放宽相关服务领域的准入门槛，鼓励民间资本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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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前言

首都北京经过60多年的经济结构演变，经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消费性城市转向生产性城市、20世纪80年代生产性城市转向服务性城市、21世纪初服务性城市转向国际性城市三次结构调整过程。这三次结构调整都与北京当时的功能定位和现实条件相适应。目前北京作为处于上升期的国际性城市，正在进行着第四次结构调整。

北京在进入拥有两千万人口大都市行列的同时，严重的“大城市病”也进一步加剧：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加剧、雾霾天数持续增加、能源供给趋紧、农产品供给严重依赖境外以及公共安全任务繁重等。过度集中的首都功能是造成“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4年的“2·26讲话”中，明确提出了北京市作为首都城市的四个功能定位，即首都北京应具有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核心功能；为此需要纾解北京的非核心功能。而为了发挥好北京首都经济核心功能，就需要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发展模式，统筹京津冀协同发展，推动首都经济圈一体化建设。这个讲话发表后，事实上为北京第四次经济结构调整确定了基调，由此北京首都经济结构调整开始跳出北京辖区的概念，朝着打造首都经济圈，走京津冀协同化和一体化发展道路的方向前行。

从世界经验观察，首都城市的建立首先带来的是首都经济的极化效应，经济要素从四面八方向首都城市汇集。当经济要素聚集达到临界点之后，首都经济的扩散效应开始出现。首都经济圈概念早已存在。很多世界性城市暨首都均通过跨行政区域整合资源和协调功能形成首都经济圈，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功能过度聚集所带来的城市和社会问题，实现了首都功能的提升，而且充分发挥了首都资源的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城市协同发展。其中，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便是典型。这四座首都城市都有由区域性城市演化为国际性城市、由首都单体经济演化为首都经济圈、由比较单纯的首都经济业态发展为八种经济业态的过程经历。现代首都经济圈由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总部经济、临轨经济、临空经济、临港经济和园区经济构成，这是对现有国际性首都经济圈的观察与归纳得出的，经验性认识的成分居多。但是对四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加强了我们的观察结论。也许，人们会奇怪为什么不把国际性城市纽约纳入分析。其实原因很简单，纽约不是一国之都，并不符合我们分析的对象要求。

正是基于以上观察和考虑，本书将这四大国际性首都城市———伦敦、巴黎、东京、首尔———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搜集数据和资料加以深入分析，揭示这四座首都城市经济圈演化的一些特征和经验教训，并同时比较了北京首都经济圈与这四座首都城市经济圈的差异。这些比较分析的基本目的是力图揭示出首都经济结构调整的基本特征和演化规律，总结首都经济结构调整的国际性经验和教训。

长期以来，关于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定义众说纷纭，基本是“1＋X”的说法，即北京加上环绕北京周边的若干个天津和河北辖
 属的区县城市共同构建首都经济圈。随着国家将推出的首都经济圈规划，首都经济圈已然包含三个全域省市经济。因此，本书提及的首都经济与北京市经济同义，首都圈经济与京津冀三省市经济同义。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统筹支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经费的支持。





第一章 历史回顾与新态势分析

历史上，北京作为历朝古都在长期演化中也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基础。不过，历史上古都功能始终是号令天下，突出首都的政治和行政功能，经济功能十分脆弱、有限。围绕脆弱、有限的经济功能而形成的经济业态几乎不具有自我良性循环，维持首都功能运转的资源和物资依赖于首都辖区以外的全国供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49年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之时。按照中共中央对首都北京的定位，北京应当从消费性城市转变为生产性城市。这一定位是基于当时整个中国经济以及首都经济的虚弱状况而提出的，但是从后来的数次调整历程看，北京首都经济调整不得不遵循首都经济演化规律。





一、北京首都经济的三次结构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北京基本没有现代化
 的工厂，生产能力低下，郊区农业生产条件十分落后，基本靠手工劳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北京的经济发展战略经历了一个艰难探索的过程。从以重工业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战略到首都经济战略的提出，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发展格局确立；从以生产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高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核心的首都经济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再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理念的产生，北京经济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即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以人为本、自主创新、生态文明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促进北京经济向高端化、知识化、总部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努力将北京建设成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宜居城市和现代化的国际城市。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消费性城市转向生产性城市（1949—197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北京从消费性城市转化为生产性城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委、市政府就把首都建设的总方针确定为“为生产服务，为中央服务，归根到底是为劳动人民服务”，并提出首都应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特别是要成为中国强大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中心，应当是也必须是一个大工业城市。并且中央有关部门认为这个定位“基本是正确的”。

在这个时期，北京着重发展工业经济并以发展重工业为核心，经过近30年的发展，北京成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这一阶段，北京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资金和劳动力投放获得，属于“粗放型”增长阶段。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期后，从1953年开始，北京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按照努力发展生产，使北京实现由消费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的转变的战略目标，北京工业确定的基本任务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建立新厂和充分发挥原有企业的潜力，并逐步
 完成对资本主义工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1958年开始，北京经济建设进入全面发展时期。由于国家大量增加基本建设投资，三年内北京新建、扩建了800多个企业。1963—1965年，由于经济调整，基本建设规模大大缩小，由“二五”计划期间平均每年投资11﹒5亿元减少到5﹒7亿元。通过“一五”计划、“二五”计划期间的投资建设，形成了北京工业体系的雏形。

20世纪70年代，中央政府决定把一些重点建设项目放在北京。“三五”计划、“四五”计划时期，燕化新建、扩建和首钢扩建等，表明北京重工业继续发展，基本形成了以化工、机械、冶金为支柱的重型工业结构，形成了较为明显的“二三一”产业发展格局。1978年，北京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193﹒2亿元，是1965年的4﹒66倍，年均增长12﹒6%。1980年，北京市重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4%，比1949年提高了18﹒1个百分点，仅次于辽宁省而居全国第二。

1949—1978年，北京市固定资产累计投资达250亿元，职工由1949年的40多万人增加到1978年的300多万人，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和一定规模的产业体系。其中，1953—1978年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2%。经过这些年的建设，北京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由一个以消费为主的城市发展为以重工业为主的城市。然而，由于在这期间北京市的投资以生产性投资为主，全市总投资的71%用于生产性投资，尤其是重工业投资占生产性投资的比重高达55%，导致工业重型化特征日趋明显，1978年轻重工业比例达到35:65。

经过30多年的发展，北京市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大力发展包括冶金、化工、纺织、重型机械制造加工在内的支柱产业。钢产量从无到有，并在1978年达到191万吨，同年原煤产量为218万吨，水泥产量为191万吨。工业在全市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64﹒5%，并且市中心集中了全市80%的工业企业，北京市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大工业城市。

大力发展重化工业，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北京市纯消费城市的地
 位，对于吸纳劳动力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导致了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等一系列问题。从产业结构来看，北京市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一直维持在40%以下，较同期发达国家首都城市的平均水平低20～30个百分点。



（二）20世纪80年代起生产性城市转向服务性城市（1980—1996年）




1980年，中央书记处对北京市首都建设工作作过“四项指示”，明确指出北京市要着重发展旅游业、服务业、食品工业、高精尖的轻型工业和电子工业，并提出进行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建设。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明确指出，“北京城乡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要服从和服务于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的要求。”强调北京以后不要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不能再发展那些耗能多、用水多、运输量大、占地多、污染扰民的工业，而应首先发展高精尖的、技术密集型的工业。要迅速发展食品加工工业、电子工业和适合首都特点的其他轻工业，以满足人民生活和旅游事业的需要。商业和服务业应在短期内有较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应以面向首都市场、适应首都需要为基本方针。1993年，国务院将北京定位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要“促进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发展”。

按照中央对北京城市的总体定位和做好“四个服务”的工作要求，北京解放思想，调整思路，使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都服从、服务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的要求。从经济功能上说，就是要求北京不再是重工业的生产集中地，而应该是开放式的、具有综合城市功能的现代中心城市。也就是从首都资源禀赋特点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北京文化、科技、教育、人才、信息、金融、旅游等方面的优势，促进经济发展，特别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因此，北京适时地提出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调整工业的结构，按照首都的特点来选
 择北京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同时，积极抓住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契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1988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中关村科技园区在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基础上成立，有力地促进了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1993年10月，《国务院关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进一步强调北京城市的规划、建设和发展，要保证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领导全国工作和开展国际交往的需要；要不断改善居民工作和生活条件，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出要突出首都的特点，发挥首都的优势，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用地布局，促进高新技术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努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国务院重申北京不要再发展重工业，特别是不能再发展那些耗能多、用水多、运输量大、占地多、污染扰民的工业。批复首次明确提出，北京要切实保护和改善首都地区的生态环境，要建设完善的城市绿化系统，要继续抓紧治理大气、水体、噪声以及生产、生活废弃物的污染。要求北京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步伐，必须采取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首都水源不足、能源紧缺、交通紧张等重大问题。

与全国各地的情况一样，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10多年间，北京的改革开放处于全面展开阶段。经济快速发展，多种形式的改革齐头并进。1982年中共北京市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的方针。对于什么是“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各界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认识到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首先要体现首都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的城市性质，体现首都的科技优势，体现经济效益与人文效益的结合。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根本上就是建立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结构，即符合北京城市性质功能和布局要求，以首都科技文化优势为依托，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第三产业为主体，三次产业结构协调，技术先进、布局合理、资源节约、环境良好、高效益、高素质、开放型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党经过多年艰辛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逐渐成形，改革开放进入系统推进阶段。1993年，北京全面实施《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的力度，通过实施“优二兴三”“退三进四”等重大措施，工业结构调整速度逐步加快。1995年北京市的第二产业（工业）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已降至35%，而第三产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7%提高到52﹒3%。



（三）服务性城市转向国际性城市（1997年至今）




进入21世纪以来，2001年北京市“十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发展科技型经济、服务型经济、文化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等四种类型的首都经济；2006年北京市“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走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产业发展之路。北京坚持科学发展，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充分挖掘、整合、利用首都优势资源，大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到2006年，北京市的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突破7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70%，第三产业税收占比超过80%，北京已经率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进入了以服务性经济为主的后工业经济时代。

但是，与“首都”的需要、与一座越来越国际化的大都市的要求相比，北京的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速度仍然稍显不足。1994年，在全市按产值排名的前8位行业中，排在前3位的机械、石化、冶金工业都是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重工业产值在全市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仍占到63﹒2%。其中，钢产量达到800多万吨，其生产能力位居全国前列；石化、造纸、水泥、原煤、焦炭的产量也大体沿着上升曲线发展。重工业的发展必然带来生态、环境等一系列问题，加上服务业、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矛盾和诸多不适应显而易见。


 1997年北京市第八次党代会正式提出了“首都经济”的概念：强调必须把集中力量发展首都经济摆在首要地位。“首都经济”应当是立足首都、服务全国、走向世界的经济；是充分体现北京城市的性质和功能，充分发挥首都比较优势，充分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经济；是向结构优化、布局合理、技术密集、高度开放、资源节约、环境洁净方向发展的经济；是既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又体现较好效益的经济。实践证明，“首都经济”概念的提出，对后来北京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结构调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构调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之一，一次大的经济结构调整往往预示着一个新的增长阶段的形成。因此，“十五”计划期间，首都经济结构战略调整所设定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升级和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调整，使首都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

2001年，北京市“十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提出发展科技型经济、服务型经济、文化型经济和开放型经济等四种类型的首都经济；2006年，北京市“十一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走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产业发展之路。北京坚持科学发展，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充分挖掘、整合、利用首都优势资源，大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到2006年，北京市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突破70%，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70%，第三产业税收占比超过80%，北京已经率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进入了以服务性经济为主的后工业经济时代。到2008年底，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7 3﹒1 2%，远远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如表1- 1所示，1978年北京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5﹒2:71﹒1:23﹒7；到2007年，北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发展为1﹒1:26﹒8:72﹒1；2010年为1﹒0:23﹒5:75﹒5。北京市“十二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指出，首都着眼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全面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的五年规划，是首都深入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的重要规划。
 首都经济将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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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北京市三次产业内部构成（%）

资料来源：历年《北京统计年鉴》。


（四）总结


每个时代首都经济结构调整都面临不同的机遇、挑战以及任务，这意味着结构调整实际上是结构升级。经过历次经济结构的调整，首都北京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经济总量快速增长


经济总量快速增长。60年来，北京的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1952—2008年GDP年均增长10﹒7%。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1952年全市GDP仅为719亿元，占全国GDP的比重为1%；2008年全市GDP突破万亿元，达到10 488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1952年的318倍，占全国的比重达到3﹒3%。GDP每提升一个量级所用的时间越来越短，1978年突破百亿元用了26年，1994年突破千亿元用了16年，2008年突破万亿元用了1 4年，参见表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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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首都地区生产总值增加时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主编．新中国60年．2009。


 人均GDP不断跨越标志性台阶。60年来，北京市人均GDP 从1952年的165元增至1975年的1 086元，突破千元；1994年突破万元大关，达到10 240元；1999年超过20 000元。此后，每隔1～2年即可跃过1个万元级。2008年北京市人均GDP跃升到63 029元（相当于9 000多美元），按可比价格计算，相当于1952年人均GDP的90﹒7倍，年均增长8﹒4%。此外，北京市地方财政收入大幅增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北京市财政收入仅为0﹒2亿元。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财政收入迅速增加。

对外贸易快速发展。1950—1977年，北京市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仅为17亿美元。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对外贸易开始迅速发展。北京地区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3亿美元增加到2012年的4 079﹒2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25﹒5%。其中，出口额由219亿美元增加到596﹒5亿美元，进口额由0﹒1亿美元增加到3 482﹒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9﹒3%和38﹒5%。


2．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60年来，北京的产业结构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城市功能定位的不断清晰而逐步升级。第一产业增加值按当年价计算由1952年的1﹒75亿元下降为2010年的122﹒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4﹒53%；第二产业增加值按当年价计算由1952年的3﹒05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3325﹒7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24%；第三产业增加值按当年价计算由1952年的3﹒08亿元发展到2010年的10 665﹒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04%。三次产业结构由1952年的22﹒2:38﹒7:39﹒1演化升级到2010年的1:23﹒5:75﹒5。


3．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只有420﹒1万人，1978年增至871﹒5万人，是1949年的2﹒07倍。改革
 开放以来，随着城市的变迁、经济社会的发展，北京市人口规模逐步扩大。2008年，全市常住人口达到1 695万人，又比1978年增长了近1倍。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外来人口呈现快速增长趋势，2008年在北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为465﹒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27﹒4%，比1978年提高了24﹒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城镇化进程稳步推进。2008年北京市城镇化率为84﹒9%，比1990年提高11﹒4个百分点，2011年北京市城镇化率达到88﹒9%。


4．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改善，但基本上还处于温饱不足的状态。1956—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均为2﹒3%（名义增速）。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2008年，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4 72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 747元，扣除物价因素影响，分别比1978年增长9﹒15倍和12﹒2倍，平均每年分别增长8﹒1%和9%。目前，北京市恩格尔系数达到富裕国家的水平。





二、新形势下首都经济结构调整态势分析

态势分析法（SWOT）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来的。SWOT四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SWOT分析法将内部资源和外部环境有机结合，通过综合评估新形势下首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找到首都经济结构调整可能采取的策略，参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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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新形势下首都经济结构调整SWOT分析


（一）新形势下首都经济结构调整的优势



1．北京经济发展成就突出，具备了调整经济结构的良好基础


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极大地增强了北京的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为北京在更高层次上推动科学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2010年，北京人均生产总值超过了10 000美元，自主增长能力和动力大大增强，现代服务业和总部经济的主导支撑作用更加突出，全市经济进入平稳较快发展的新阶段。北京已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在节能降耗上取得了明显成效。近年来，北京经济发展所取
 得的成就，为推动北京经济结构调整创造了条件，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2．北京具有独特的首都优势，聚集了一大批高端资源，为北京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北京地区是全国科技力量最集中、自主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从科研基地情况看，28%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3%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45%的国家重大科学工程、30%的国家重点学科设在北京。北京是全国最大的人才培育基地。北京的重点高校占全国的1／4，研究生院占全国的1／3；北京培养的博士生和硕士生规模分别占全国总量的1／3和1／5。此外，北京是现代文化与古老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汇处，聚集了全国一流的文化艺术机构和文化人才。北京地区出版的图书约占全国总量的1／2，音像制品占全国总量的1／3，期刊占全国总量的1／4，报纸占全国总量的1／5，电视剧出品（部）集数和电影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北京的科技和人才资源特别丰富，科技创新的基础好、水平高，有基础、有条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3．“十二五”规划为北京经济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加快调整经济结构


2010年12月发布的《关于制定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北京“十二五”时期要着眼于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体现增强发展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的客观要求，更加注重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建议》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全力推动“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努力打造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推动北京向中国特色世界城市迈出坚实的步伐。这为北京在“十二五”期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


 （二）新形势下首都经济结构调整的劣势



1．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压力


当前，首都北京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矛盾已日趋严峻。人口过度膨胀，自然资源严重短缺，大气环境污染明显，已成为制约首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北京人口压力巨大，2012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为2 069﹒3万人。而土地面积稍显不足，如果按2009年的常住人口计算，北京人均土地面积仅为0﹒09公顷，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7。同时，北京严重缺水，2012年人均水资源仅为193﹒3立方米，属资源型缺水地区。目前城区供水能力为295万立方米／日，最高日供水量278万立方米，安全系数不足1﹒1（国际通常为1﹒3～1﹒4）。

首都北京能源资源严重依赖外部（主要是西部地区），100%的石油与天然气、95%的煤炭、64%的电力、60%的成品油都要从外埠调入———资源约束越来越紧；能源保障与城市生产生活日趋紧密，2012年，北京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加6﹒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增加11﹒8%。此外，人口增加带来的总用水量和污水排放量也在增加，能源消耗与环境约束的碰撞日益突出。北京市人口、资源状况可参见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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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北京市人口、资源状况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3）》。





 2．区域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明显


由于历史积淀下来的问题和计划经济下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北京北城成为北京产业发展的高度聚集区，而南城发展相对滞后，南北城经济发展差距不断加大。城市空间发展失衡使得交通拥挤、基础设施负载过重等问题日益突出，同时城市发展空间的进一步拓展也受到一定限制。北京不同城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是新形势下制约北京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问题。

城市功能空间分布不尽合理，城乡和区域发展有待进一步协调。首先，北京中心城区职能过度集中、人口过密问题仍然比较突出，需要疏散、调整。其次，城区和郊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人均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差距明显。最后，城区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还十分突出，南城明显落后于北城，二元结构突出。


3．产业升级的压力大


北京产业升级的压力表现为制造业“空心化”，中心城区可持续发展受到挑战。虽然北京三次产业总体结构的调整已基本到位，2012年第三产业产值占全市总产值比重达76﹒4%，接近于发达国家中心城市的水平，但是各产业的内部结构和增长质量仍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例如，缺乏自主技术和知识产权，生产的附加值和盈利率不高；生产性服务业虽然发展迅速，但高端化的服务仍然供给不足，整体的分工水平、服务标准以及专业化程度都有待提高。


4．制造业发展面临问题多


国际大都市在发展过程中，制造业地位依然很重要，以都市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主要特征。北京虽然具有技术人才优势，但受城市功能地位和发展阶段、发展环境等影响，制造业出现了以下问题：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不断降低，在2005年为19﹒7%，而2012年下降为12﹒3%；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走低；科技创新推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成本低；制造业尚未形成完善、均衡的产业体系，在产业链上处于中低端环节，企业加工能力
 强，但关键环节、核心零部件的科研能力弱。


5．北京经济受到空间和要素等制约越来越显著


其一，北京工业用地成为产业发展的主要空间约束。不仅新增工业用地量不足，更是缺少大块工业用地。其二，区域内土地价格高，为全国最高价。其三，商务成本越来越高，同其他城市相比，北京的劳动力、厂房、商业营业用地等生产成本越来越高，特别是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直接拉升了劳动力成本。


（三）新形势下首都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



1．国家政策的支持


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为北京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明确了两大方向：一是建设首都经济圈；二是把中关村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十二五”时期，北京将更深入广泛地开展与津冀晋蒙及环渤海地区合作，充分发挥首都优势，显著增强服务区域、服务全国的功能，共同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和首都经济圈形成，实现整体发展水平的跃升。

此外，习近平主席在2010年提出，要努力把北京打造成国际活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谐宜居之都，充分体现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的要求。

为建设国际活动聚集之都，北京将全面提升服务国际交往的软硬件水平，服务好在京举行的重要外交外事活动，努力吸引各类国际组织，积极举办国际会议、国际赛事、国际展览，不断增强城市国际影响力和国际交往中心的活动能力。为建设世界高端企业总部聚集之都，北京将不断完善高端产业功能区商务配套环境，高水平建设总部聚集区，大力吸引跨国公司、世界500强企业、国内大型企业集团的地区总部和职能机构入驻，增强跨国运营中心、采购中心、研发中心、结算中心功能。北京将建设世界华商中心和侨资企业总部聚集区，吸引全球华侨华人高端企业入驻，同时积极引导在
 京企业推进国际化战略，提升本地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为建设世界高端人才聚集之都，北京将大力培养、引进和使用人才，创造优良的成长环境，北京正在落实国家的千人计划、北京市海外人才聚集工程和中关村高端人才聚集工程，在全球范围内招纳和吸引高端领军创新人才和高层次创意人才，注重人才、团队、项目一体化引进，集中力量建设中关村人才特区。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北京作为一个有着3 000年历史的文化古都，同时又是一座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将坚持继承与发展并重，树立大文化发展理念，把塑造高品位、有特色的城市文化作为重要的发展战略，充分挖掘和发挥首都文化、科技、教育等资源优势，加快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扩大文化传播交流，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魅力和全国文化中心的地位。为建设和谐宜居之都，北京将积极推进智能城市战略，着力促进城市管理精细化、智能化，着力促进公共服务的体系化、均等化，着力促进生活服务的标准化、便捷化，有效治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人口膨胀等问题，努力为市民创造一个和谐、宜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2009年，国务院批复同意建设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继续发挥中关村的独特优势和龙头作用，高端引领、创新驱动，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策源地，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有利于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创新体制机制，促进创新型国家建设。国务院同意中关村“1＋6”的鼓励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系列先行先试改革政策，该政策已于2011年初正式实施。


2．国际经验的借鉴


从国际上看，伦敦、巴黎、东京、首尔等许多国家的首都经济圈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了“世界城市”。北京瞄准“世界城市”目标，加快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战略，步入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目前北京已初步具备了向世界城市迈进的基础。但与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相比，特别是与纽约、伦敦、东京、首尔等公认的世界城市相比，北京在综
 合经济实力、高端产业发展、跨国公司总部、自主创新能力、国际影响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还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具体到经济结构，与建设世界城市的目标相比，北京经济结构还存在以下潜力：

其一，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与世界城市标准还有较大差距。

北京顺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和北京经济发展新需求，提出世界城市建设目标。世界城市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经济发展水平，包括经济总量、人均结构水平等。从经济总量来看，近年来北京的经济总量增长较快，2012年北京的GDP为1 476亿美元，而2012年东京的GDP为29 900亿美元，伦敦的GDP为6 955亿美元，巴黎的GDP为6 581亿美元；与世界城市相比，北京的经济总量和发展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差距。从人均结构水平来看，首都人均GDP刚刚超过1万美元，与东京、巴黎、伦敦、首尔等世界城市相比，人均GDP的差距更大。

其二，产业结构尤其是产业内部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

目前，北京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75%。但仍然存在总量偏小、层次不高等问题，产业结构与东京、伦敦等世界城市相比，还有继续优化调整的空间。同时三次产业内部结构调整成为未来北京产业结构调整的主攻方向。表1-5是北京市第三产业发展状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结构有待改善。所以，与世界城市相比，北京第三产业发展潜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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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    北京市第三产业内部行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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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3）》。

其三，区域经济功能不均衡，城市空间结构矛盾突出。

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空间结构矛盾、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主要表现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过于密集。首都功能核心区人口密度达到234﹒7人／平方千米，是城市新区人口密度的24﹒4倍。中心城区职能过度集中，特别是承载了过多的经济发展功能，“城六区”土地面积是全市总面积的8﹒2%，而实现的增加值占全市GDP的82%，同时也实现了全市67%的第二产业增加值、89﹒5%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和81%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造成商务成本上升过快、交通严重拥堵等一系列问题。城市南部、西部、新城以及城乡结合部、农村等地区建设任务重。六大高端产业功能区中有三个主要位于中心城区，拓展空间相对有限。北京首都经济圈发展相对滞后，区域内部发展差距较大。北京与周边区域存在明显的发展差距，目前北京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而河北大部分城市尚处于工业化起步阶段。

其四，总部经济规模实力及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增强。

“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对全球经济的控制力，其重要衡量
 指标之一是拥有的国际组织总部和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的数量。巴黎、伦敦、东京、首尔等全球公认的世界城市都是当今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总部的重要集聚地。目前，北京已经聚集了一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国内大型企业集团总部，总部经济集聚效应逐步显现。但与东京、首尔、伦敦、巴黎等国际大城市相比，北京对国内外各类企业总部特别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吸引力和聚集力还有待加强。


3．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


目前，京津冀地区正在依托自身资源，拓展新的发展空间，探索新的发展路径，在更大的空间范围中寻找发展定位。合作日益成为各省区市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发展动力。“十二五”规划期间，京津冀区域将按照国家统筹区域发展的战略要求，以京津冀都市圈建设为核心，强化北京、天津等多个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加快城市化建设步伐，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形成多圈层、大跨度、互利共赢的区域发展格局。2014年2月26日，习近平视察北京时发表了促进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在这个讲话的推动之下，首都经济圈发展和建设骤然提速。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与“一带一路”倡议、长江经济带战略和新型城镇化战略同等重要。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势必将北京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4．经济形态向循环经济转变


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具有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特点，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在发达国家，循环经济已经成为发展趋势和潮流，有的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加以推进，绿色食品、绿色消费、绿色环境已经成为当今的时尚。未来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北京要借力世界循环经济的转型，加快调整城市空间结构布局，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四）新形势下首都经济结构调整面临的挑战



1．外部经济环境不稳定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增速放缓；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影响蔓延，美元持续贬值；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上涨。这些都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同时，全球需求结构出现明显变化，围绕市场、资源、人才、技术、标准等的竞争更加激烈，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极为复杂。世界经济的波动加大，对各国经济的影响很难评估，加大了经济发展政策制定、实施的难度。


2．与其他发达城市竞争激烈


从三次产业的结构上看，2012年北京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达到74﹒6%，而2000年东京的这一比重为81﹒7%、2003年中国香港的这一比重为85﹒2%，并且北京第三产业的规模、结构、质量、水平与东京和香港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看，北京仍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北京市的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体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从技术创新能力来看，与国际大都市相比，北京在国际专利申请数量、企业研发执行比例、技术引进消化吸收的比例方面，差距十分明显，创新绩效并不高，竞争力较弱。从资源环境绩效上看，北京市资源环境绩效水平虽居全国第4位，但在重要资源的产出效率方面仍大大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偏低，而要素成本较高，受到国内城市的竞争威胁。北京需要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迎接挑战。


3．区域合作难度大


在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同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区域经济发展失衡。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圈和以北京—天津为核心的京津冀地区，核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过于悬殊。尤其是北京与天津、河北之间缺乏实质性合作以及同构化竞争，是导致区域发展失衡的重要因素。另外，在北京城市内部，受
 “单中心”格局困扰，功能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区，郊区发展相对缓慢。这都影响了首都经济圈的持续发展。


4．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重点功能区建设的政策支持不足


“十五”计划期间至今，北京市在区域规划、区域合作方面做了一些尝试。但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重点功能区建设的政策支持与体制创新仍然不足，以行政区划为主导的区域发展模式，影响了区域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影响了资金、技术、人才以及信息等的跨区域流动。同时，外部区域经济合作仍处于自然发展阶段，深度和广度都不够，还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


（五）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北京在新形势下具有调整经济结构的优势，并面临前所未有的机会，应克服劣势、迎接挑战，走循环经济道路，优化区域空间，优化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区域功能结构，加快环首都经济圈的建设。


1．优化产业内部结构


北京应该遵循世界特大城市产业发展规律，构建与首都功能定位相适应的现代产业体系，促进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做强有优势、有基础的现代制造业，原则上不再发展一般制造业。积极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非基本公共服务，提升金融、信息、商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努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新能源等领域的新增长点，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抓住大规模环境建设的契机，做大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做好充换电设施的规划建设，鼓励购买新能源汽车。把握大数据时代特征，用互联网思维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产业加快发展。


2．加强人口规模调控


从落实城市功能定位、优化产业结构、调控资源配置、加强规划引导等方面入手，深入研究控制人口规模的治本之策。立足当前、
 着眼长远，细化落实各项具体措施，切实把常住人口增速降下来。


3．适当分散首都行政职能，实现首都可持续发展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是我国的政治、文化、科技创新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中心城区功能和人口高度聚集，中央行政办公用地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四环以内。由于首都政治中心的后续效应，北京中心城功能具有极强的综合性，聚集了政治、文化、经济和金融管理、信息、交通、国际交往和旅游等城市功能。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和特大城市，需要破解人口过快增长与地区承载力、首都发展与周边区域缺乏对接等矛盾。为此，可以参照韩国政府将中央政府的部分机关和职能部门迁往首都经济圈的其他城市或地区的部分做法，将北京地方政府的部分机关和职能部门迁往其他区县。这样，既有利于减少人口在首都的过分集中，又可以适当分散首都的部分行政职能，实现资源在首都经济圈内的均衡流动。


4．深入推进区域合作发展


落实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配合编制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抓紧编制空间布局、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专项规划，建立和健全区域合作发展协调机制，主动融入京津冀城市群发展。提高市场化合作水平，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促进区域资金、人才、信息、技术等各种要素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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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伦敦首都圈经济结构调整经验

伦敦是英国古老的首都。在世界历史上，伦敦的首都经济及其经济圈的演化过程都有可圈可点之处。尽管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著述不计其数，但到目前为止，作为世界性的金融中心，伦敦首都经济圈的发展经验依然具有许多示范性特点，值得反复琢磨。





一、伦敦首都圈基本情况


（一）范围面积


伦敦首都经济圈由伦敦城和其他32个行政区共同组成，即大伦敦区（Greater London），其半径约30公里，面积达1 605平方公里，共33个次级行政区。伦敦城以及靠近伦敦城的12个市区，包括卡姆登、格林尼治、哈克尼区、哈默史密斯和富勒姆、伊斯灵顿、肯辛顿和切尔西、朗伯斯区、
 刘易舍姆、萨瑟克区、陶尔哈姆莱茨、旺兹沃思和威斯敏斯特，称为“内伦敦”；内伦敦以外的20个市区叫作“外伦敦”，相当于一般城市的郊区。大伦敦区又可分为伦敦城、西伦敦、东伦敦、南区和港口。伦敦城是金融和贸易中心，西伦敦是英国王宫、首相官邸、议会和政府各部所在地，东伦敦是工业区和工人住宅区，南区是工商业和住宅混合区，港口指伦敦塔桥至泰晤士河河口之间的地区。

本书所涉及的伦敦范围为“大伦敦”范畴，即包括伦敦城和32个市区，即内伦敦、外伦敦，也就是伦敦首都经济圈，以下称为“伦敦经济圈”。


（二）核心经济、社会数据



1．人口资源


伦敦是欧洲第三大都市。据2001年人口普查，伦敦市区及其自治市（镇）（约610平方英里）拥有717万人。根据2011年英国人口普查数据，大伦敦区人口约为817万人，其中内伦敦323万人，外伦敦494万人。直到2012年中期，大伦敦区人口约为830万人，占英国总人口的13%，人口密度为5 285人／平方公里。与2001年相比，人口增加了约16%，相当于平均每年增加近10万人。处于工作年龄段（16～64岁）的人口由2000年的4 874 500人增长至2010年的5 392 900人，增长幅度达10﹒63%。

纵观内外伦敦人口变化，并参照关于大经济圈人口空间格局变化模式，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伦敦经济圈一直处于城市化阶段，突出表现为城市人口，尤其是内伦敦的人口，持续增长。内伦敦人口从1851年的236万人增长到1901年的454万人。

随后郊区化进程开始，尤其是1901—1941年这段时间，郊区化现象显著。突出表现为内伦敦人口下降，外伦敦人口增加，整个经济圈人口也在迅速增长。内伦敦人口从1901年的454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401万人；外伦敦则从205万人增加到472万人。整个经济圈人口也从659万人增加到873万人。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内伦敦、外伦敦人口都在减少。2001年，内伦敦人口减少到286﹒73万人，外伦敦人口减少到446﹒96万人。在2001—2013年间，内伦敦人口增长速度缓慢，外伦敦人口的增长快于内伦敦人口的增长，内伦敦和外伦敦人口的具体变化可参见图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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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2001—2013年内伦敦及外伦敦人口

资料来源：2012GLA人口预测报告。


2．地区生产总值


伦敦首都经济圈是欧洲乃至世界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从总量上看，如图2-2所示，1997年的地区生产总值（gross valued added，GVA）为1 381﹒03亿英镑，2011年为2 829﹒71亿英镑，占英国总产出的22%。1997—2011年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了104﹒90%，年均增长率为7﹒50%。从伦敦经济圈的生产总值构成来看，内伦敦的产值远远大于外伦敦的产值，这表明其经济的核心处于内部。从增长率来看，内伦敦的增长率在大部分年份高于伦敦经济圈的整体增长率，且一直在6%及以上水平，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伦敦经济圈整体的经济增长率迅速下滑，2009年外伦敦的经济增长率甚至为－3%，这表明伦敦经济圈的抗风险能力较弱。

从人均角度观察，人均生产总值从1997年的196﹒87英镑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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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1997—2011年伦敦首都经济圈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

至2011年的356﹒38英镑，增长率达81﹒02%，年均增长率为5﹒79%。但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人均生产总值呈现出了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现象。


3．产业构成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产业构成分析主要采用2010年的数据，由于产业结构的变化短期内较小，因此不影响整体。2010年，伦敦经济圈总产值为2 771﹒81亿英镑，其主要分布于20个产业，产业具体构成如图2-3所示。产值最高的产业为金融保险业，占总产值的21%，这与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次是科学技术活动产值，占总产值的12%，这表明伦敦高科技研发创造着巨大的产值；占比大于5%的产业还有通信服务业（9%）、批发和零售及汽车修理业（8%）、房地产业（7%）、健康
 及社会福利工作（6%）。此外，教育、公共管理及义务社会保险、管理及辅助活动、运储业均占总产值的5%。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的比重仅占总产值的3%，而第一产业农业的占比已经接近于0。这些数据表明伦敦经济圈的产业结构已经处于“三二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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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2010年伦敦经济圈总产值产业构成

从产业在内伦敦和外伦敦的分布上来看，2010年内伦敦和外伦敦的产值分别为1913﹒64亿英镑和858﹒17亿英镑，内伦敦是经济核心，其产值是外伦敦的2﹒2倍。金融保险业、科学技术活动、通信服务业、房地产业及批发和零售业的产值占了内伦敦产值的绝大部分，它们的产值均超过100亿英镑。而制造业，运储业，水供应、污水及废物管理等产业越来越向外伦敦集中。这一现象表明，伦敦的服务业主要集中在中心区域，高耗能产业逐渐向周边区域辐射。回顾英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数次世界范围的经济结构调整中均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但伦敦每次都能发挥创新引领的关键作用，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使英国能长时间屹立于世界经济的中心。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十多年，以广告、建筑、艺术品与古董、设计、时尚设计、电影和摄影、音乐和视觉表演艺术、出版、软件、广播电视等创意产业为主的新兴产业开始在大伦敦地区异军突起。英国政府更是专门成立了文化、媒体和体育部（DCMS），实施“创意伦敦”的概念运作。创意文化产业的年产值达210亿英镑。


 4．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可支配收入（GDHI）可以较好地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生活水平及经济发展程度。伦敦经济圈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97年的11 749英镑增加至2011年的20 509英镑，年均增长率为4﹒1%，具体变化情况如图2-4所示。内伦敦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均高于外伦敦的平均水平，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两者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自2006年以来，内伦敦明显高于伦敦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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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1997—2011年伦敦经济圈人均可支配收入





二、伦敦首都圈经济结构转型规划的演变历程


（一）伦敦规划的演变历程


在英国的规划体系中，一般认为规划的实施属于政府公共政策的范畴，因此，英国通常以制定公共政策的方式来促进规划政策的演变。伦敦市的规划也不例外，规划的制定仍与政府公共政策联系紧密，演变发展也随着英国政党治理模式和理念的转变而变化，呈
 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

在伦敦首都经济圈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伦敦政府相机调整其发展战略规划，以推动伦敦首都经济圈经济结构、空间结构的调整，促进伦敦首都经济圈经济持续增长。具体规划演变历程可参见图2-5和表2-1。

该部分基本结论如下：

（1）伦敦经济圈发展初期，主要是以伦敦城为核心圈层，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层层向外环形扩张。不断建设新城，疏散人口和工业，发展工业经济，以此带动经济发展。

（2）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环境、居住、交通等问题。新一轮矛盾的出现，激发了更具长远战略思想的经济发展规划的出现，从最开始只注重经济和人口，逐渐转变为注重环境和效率，继而转变到对公平、安全、民生的关注。伦敦首都经济圈在规划的不断调整中，也逐步由工业经济转向服务业经济、由高耗能高污染的经济发展转向低碳环保的经济发展。

（3）在经济发展及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人口、就业、环境、交通、住房等是恒久的话题。经济结构的转变和推进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应与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和发展的速度相适应。


（二）发展模式



1．中心城市


在伦敦首都经济圈形成的实际操作中，积极且有效的城市规划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伦敦首都经济圈建设过程中，最具代表特色的规划机构被称作“巴伦委员会”，其最具借鉴价值的做法就是能够根据城市不同阶段的特点、问题和需求，制定相应的规划。如20世纪40年代的“四个同心圈”规划；50年代末的八个卫星城规划；60年代中期，为改变同心圆封闭布局模式的三条快速主干道发展长廊地带与三座“反磁力吸引中心”城市规划；70年代开始注重旧城区的保护及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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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伦敦首都经济圈规划演变历史进程（1940-2009）

资料来源：何丹，谭会慧.“规划更美好的伦敦”新一轮伦敦规划的评述及启示.国际城市规划.2010（004）：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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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伦敦首都经济圈历次规划的主要内容

①1943年《伦敦郡规划》（Country of London Plan）。 ②1944年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编制的《大伦敦规划》（Greater London 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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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2．首都圈层


伦敦地区的人口由19世纪中期的250万人猛增到20世纪中叶的近800万人。城市人口的集聚和激增导致各种“城市病”的爆发和蔓延———环境恶化、交通拥堵、住房紧缺、犯罪率升高、阶级矛盾激化等。为了治愈城市顽疾，1898年，英国人艾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1850—1928）提出著名的“田园城市理论”，发起“田园城市运动”。经过几代人的努力，20世纪40年代，田园城市理论被新城理论所代替，田园城市运动也发展为新城运动，在英国各地火热地开展起来。

伦敦的新城多以已有的村庄或者小镇为基础建立起来，新城设立时人口都不多。哈罗新城设立时的人口只有4 500人；巴西尔登新城最初由四个村庄构成，人口也只有2﹒5万人。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伦敦新城人口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增长最快的是哈罗新城，其人口增长近20倍，到2001年人口约为8﹒9万人。现在，伦敦七个新城的人口规模超过了早期田园城市的规模。不过，伦敦新城人口的规模并不大，最大的也只有10万人左右，因此，伦敦的新城其实是介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人口规模不大的新镇，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霍华德田园城市的构想，如哈特菲尔德和韦林两座新城，人口分别为3﹒2万和4﹒4万，非常接近霍华德所设想的田园城市的规模。

伦敦首批八座新城全部由政府投资，是政府实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手段。伦敦新城建设实践推动了有关田园城市的理论创新，它们在选址和规划上具有一些共同特点：都位于交通便捷之地；一般规模不大（人口5万左右），采取低密度发展模式；工业用地与居住用地严格分区，居住区以邻里单位布局；一般都有宽敞的城市中心区；重视城市景观建设，城市中心及周边规划有大片绿地和开放空间，所有新城都有绿带围绕；道路网多采用曲线和直线结合的方式。





三、伦敦首都圈经验借鉴

在北京市“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进一步彰显首都经济特征，要坚持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定位，巩固和强化首都经济特征。本章便从这四个方面入手，结合临空经济、临轨经济、临港经济和园区经济总共八个方面，以伦敦首都经济圈经济结构历次调整及目前的经济状况为基础，提出推动北京首都经济圈结构调整的经验借鉴。


（一）服务经济



1．伦敦产业结构转型过程


大伦敦的产业结构转型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农业向制造业转型，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型，从传统服务业向现代服务业转型和从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进一步可以细分为6个阶段，其具体时间、具体特征和具体表现如表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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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2       伦敦产业结构转型阶段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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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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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左学金．世界城市空间转型与产业转型比较研究．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1861年，伦敦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达到61%。按照富克斯关于服务经济的标准，一座城市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1／2，其便成为服务经济主导的城市。此时，伦敦已经成功由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北京在2007年，其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达71﹒3%。
[1]

 其实，早在1995年北京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就超过50%，逐步迈入了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阶段。随后服务业就业人数比重在1998年超过60%，2006年超过70%，2008年达到73﹒2%。这些数据表明，北京目前也已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我们将主要探讨伦敦进入后工业阶段的演变规律。

伦敦进入后工业阶段以后，从1861年到1960年，伦敦的经济开始服务化。1861年，伦敦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占比达到61%，成为真正的以服务经济主导的城市。19世纪70年代，伦敦的服务
 业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资本、信贷、保险等服务，同时也是世界清算中心。1900年，伦敦的工业就业人数所占比重约40%；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4年，伦敦的服务业（包括交通通信业）就业人数占比为62%，高于同期的巴黎（57%）和柏林（41%）。
[2]

 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伦敦的就业结构无明显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1930年的经济危机和金本位国际货币体系的解体，使伦敦的服务机构及其发展受到了挑战。更严峻的是，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一再受到纽约和东京等城市的威胁。工业污染导致的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这些变化使得伦敦的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伦敦面临着一系列挑战。从1970年开始后的将近20年里，伦敦经济呈现衰退现象，就业人数减少，直到1987年才有所改善。但伦敦政府积极应对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逐步改善产业结构，开始实施以银行业等现代服务业替代传统服务业，到199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仅40万人，而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达到84﹒56%。

1990年，伦敦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2 088英镑，折合成美元约2万美元。伦敦开始从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1990年至今，伦敦是第一个提出创意理念，并用完善的政策体系去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城市，而今它成为了世界的创意工厂。伦敦更是最早提出低碳化发展的城市，在2007年它首次提出低碳化发展理论，并致力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减少碳排放。目前，伦敦已经成为低碳经济的全球中心，碳的欧盟排量，92%都在伦敦进行交易。
[3]




2．服务经济就业结构变化


从图2-6中可知，在1861—1960年这近100年的时间里，伦
 敦的服务业就业人数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服务业就业人数与总就业人数的变化趋势高度一致，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一直在增加，1961年为76﹒55%、1971年为78%、1981年为80﹒35%、2003年为90﹒08%。1961—2009年，伦敦制造业的就业人数较少，且呈现下降趋势。其他生产部门（即农业，矿业，建筑业和电力、煤气及水的供应业）就业人数占比极小。

[image: picture]


图2-6　伦敦各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以及北京服务就业人数比重

资料来源：http：／／data．london．gov．uk／datastore／package／londons‐jobs‐history。

从表2-3中各个产业内部的就业人数的比例变化来看，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比明显减少。服务业中，现代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比重不断增加。尤其是从事房地产、专业科学技术活动的就业人数增加迅速。从1984年占比7﹒87%增加至2009年的1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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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3    伦敦各产业就业结构变化（%）




[image: picture]


续前表

资料来源：http：／／data．london．gov．uk／datastore／package／londons‐jobs‐history。


3．服务经济增加值变化


从伦敦1989—2010年的产值数据来看，伦敦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80%上升到90%，并一直呈现增加趋势。相反地，其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一直在减少。变化趋势如图2-7和图2-8所示。

1990年，伦敦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约为80%，成为第一大产业。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伦敦以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逐步取代了传统服务业。在这之后的30年里，以法律和会计为主的专业商务服务业发展迅速，服务业中的金融及专业商务服务业成为伦敦的特色。金融保险服务业增加值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从1997年的17﹒82%上涨至2010年的22﹒98%。而专业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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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伦敦和北京

资料来源：伦敦数据来源于http：／／www﹒ons﹒gov﹒uk；北京数据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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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第三产业占比：伦敦经济圈和北京经济圈

服务所占比重也从11﹒8%上升到13﹒38%。金融保险业和专业商务服务业成为伦敦服务业中最主要的两大产业。2010年金融及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占伦敦地区生产总值的21%。根据牛津经济研究院
 （Oxford Economics）的研究，2011年，大伦敦地区的金融服务业年增加值达650亿英镑，占英国金融服务业总增加值的49﹒3%，占大伦敦地区总产值的22﹒3%；专业商务服务增加值达246亿英镑，占英国商务服务业总增加值的45﹒2%，占大伦敦地区总产值的8﹒4%。可见，大伦敦地区是整个英国金融服务业和专业商务服务业的核心地区，均占据了英国金融业和专业商务服务业增加值的近50%。进一步观察，伦敦城作为伦敦经济圈的核心圈层，其金融服务业和专业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占比达21﹒4%和10﹒7%，占据着伦敦经济圈的核心经济地位。据统计，在伦敦经济圈的金融服务业和专业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为1 038 000人。

伦敦经济圈的金融服务业发达还体现在，伦敦的金融城拥有近2 000家金融机构，以及30万左右的金融人士，这里还聚集了500多家外国银行、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每日外汇交易额达6 300亿美元，是华尔街的两倍。在银行方面，英国银行约半数的资产由国外银行持有，伦敦450家授权银行中有2／3来自国外。据英国《金融时报》2006年3月的数据显示，2001—2005年，在伦敦金融城传统上领先的众多领域，其市场份额一直保持上升或稳定的状态。现在，伦敦占跨境银行信贷的市场份额从1992年的16%上升到20%，同期的外汇市场交投总额份额从27%升至31%。伦敦在国际债券二级市场的份额达70%。伦敦金融城还是世界期货交易市场之都，进行着全球90%以上的有色金属交易和95%的传统金属交易。作为欧洲最主要的能源交易市场之一，伦敦金融城的国际石油交易所每分钟调整布伦特原油（全球大部分原油市场的基准等级）价格。伦敦金融城还保持着世界最大的国际保险市场的地位。世界上第一家保险市场“劳合社”（Lloyd’s）诞生在伦敦金融城，全球20家顶尖保险公司都在金融城设有公司。

至此，伦敦首都经济圈的经济已经完成了服务高端化转型。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伦敦首都经济圈经济逐步进入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阶段。创意产业和低碳经济的发展都为伦敦首都经济圈的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伦敦首都经济圈服务业
 内部结构变化可见表2-4。而今的伦敦首都经济圈已经具备了四大特点：产业结构全面服务化；全球最大的金融和生产要素配置中心之一；全球性知识和技术创新中心；总部和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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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伦敦首都经济圈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http：／／www．ons．gov．uk。


4．演变规律及对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启示


从伦敦首都经济圈的产业结构转型历程来看，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

（1）当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超过50%时，进入服务化阶段，服务业逐步成为主导产业；当比重达到将近80%时（伦敦在1971年为78%），服务化阶段结束，转而进入服务高端化阶段。该阶段历时将近100年，但要考虑到这一过程中的战争等因素。


 （2）当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达到80%时，进入服务高端化阶段，现代服务业逐步取代传统服务业。这个阶段历时将近30年。

（3）当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达到90%，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超过10 000美元时，开始进入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大伦敦区目前还处于转型阶段。

将北京的相关指标和伦敦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2012年北京市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为75﹒6%，接近1961年伦敦就业人数的占比76﹒55%，基本完成了服务化的转型。但北京目前是处于服务业高端化转型阶段，还是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呢？从表2-5所罗列的数据可以看出，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76﹒5%，与1989年伦敦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78﹒4%相近，1989年的伦敦已经处于服务高端化阶段末期，加之北京在2007年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可以判断北京进入了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2012年北京的研发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5﹒95%，超过了创新驱动2%的标准。但是，北京的原始创新较为薄弱，对外依存度较高，在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和障碍。因此，北京目前处于服务高端化末期和由资本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阶段初期。未来需要大力发展的是创新经济，比如文化创意产业、科技产业和低碳经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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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5    北京与伦敦的对比


 （二）总部经济


伦敦不仅是英国的政治、文化和金融中心，更是最早的世界性金融中心之一，自然也是全球重要的企业总部聚集地，集中了一批英国及全世界知名的大型跨国公司总部、地区总部，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总部，总部聚集优势明显。


1．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


在2013年度世界500强企业中（如表2-6所示），其总部位于伦敦的企业有16家，占英国入选企业的50%以上，包括英国石油公司、汇丰银行控股公司、联合利华等知名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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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     2013年度世界500强企业分布城市前五名

从2013年世界500强的行业分布可知，数量最多的前十行业如表2-7所示。伦敦在2013年上榜企业中，其行业主要分布在人寿与健康保险（4家）、银行及商业储蓄（3家）、采矿与原油生产（2家），其他如炼油、电信等行业均为1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伦敦金融业在世界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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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7     世界500强企业行业分布（前十行业）


 从总部位于北京的世界500强企业行业分布来看，前三个行业主要是工程与建筑（6家）、银行及商业储蓄（5家）、金属产品（4家）。这些数据体现了北京第二产业还占有一定的比重，而金融服务业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如伦敦。

根据历年世界500强企业的数据，我们不难发现，1996—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总部位于伦敦的数量经历了先增加后减少的过程，可参见表2-8；而北京总部数量一直处于迅速增长状态，从1996年的2家增长到2013年的48家，排名第一，这表明北京在总部经济的发展上有后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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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8      世界500强总部数量变化       单位：家

从2013年伦敦入选世界500强企业的相关信息中可知，2013年共有16家伦敦企业入榜。如表2-9所示，这17家公司创造的营业收入共12 018﹒27亿美元，总利润达到477﹒36亿美元，总共雇佣人员数为1 544 953人。为伦敦乃至英国的税收及就业都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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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9     世界500强中总部位于伦敦的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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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此外，《北京市人才发展报告（2010—2011）》的数据显示，2009年伦敦拥有跨国公司总部数量15家，分部数量1 550家；拥有研发机构数量538家。而北京在2009年跨国公司总部数量为21家，分部为537家，研发机构为266家。由此可知，北京也具备了明显的总部特征，但在研发机构的数量上与伦敦还有一定的差距。


2．金融机构总部聚集地


伦敦在聚集了大量英国本国金融机构的同时，还聚集了一大批跨国金融机构的总部。据统计，伦敦拥有近2 000家金融机构，以及30万左右的金融行业人士，它还吸引了500多家外国银行、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在全世界200家最大的银行中，有190家左右在伦敦设立了分支机构。
[4]

 伦敦在国际债券交易、海外权益交易、外汇交易和跨国贷款方面居世界第一。根据2013年9月新华社旗下中经社控股联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ME）指数服务公司（道琼斯指数公司）发布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IFCD Index）
[5]

 显示（如表2-10所示），伦敦的综合排名自2010年起至今，一直仅次于纽约，居第二位，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较为稳定。该指数从金融市场建设、成长发展能力、产业支撑力度、城市服务水平和国家环境等五个方面对各个城市进行评估，伦敦在这五个要素的排名中，2010—2013年均能进入前三甲，这表明了其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地位。北京仅在成长发展能力和产业支撑力度两个要素的排名中进入了前10名。此外，由2012年伦敦金融城发布的第11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对77个金融中心进行评估，伦敦是欧洲排名第一的金融中心，其在竞争力五大指标（即人才、商业环境、市场发展程度、基础设施和总体竞争
 力）的评估中，全部位居榜首；在行业排名中，其资产管理、政府监管、专业服务和财富管理（私人银行）的排名均为第一。

[image: picture]


表2-10       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排名

资料来源：2013年9月新华社联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发布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

位于大伦敦东部的伦敦金融城是金融业总部聚集地。这里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市场和国际保险市场，有最古老的证券交易所、黄金市场。被称为“银行之王”的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就位于此，其周边围绕着100多家本国银行的总部和520多家外国银行。伦敦的证券交易量仅次于纽约和东京，居世界第三位。伦敦集聚了180多个外国证券交易中心，外国股票交易总量居世界第一，每日外汇交易额达6 300亿美元，管理全球4万多亿美元的资产。世界500强入榜企业中有375家都在金融城设立了分公司或办事处。
[6]

 此外，伦敦金融城的劳合社是一个国际性保险市场，拥有全世界大约25%的海洋保险，是世界主要的再保险中心。

同时，伦敦金融城长期以来一直是世界级的专业商务服务中心，尤其是咨询、法律、会计等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世界四大
 会计师事务所在伦敦金融城均设有总部，其管理咨询业总收入达47亿英镑；世界金融市场最主要的信息提供商路透社（Reuters）的总部就位于金融城。另外，世界15大律师事务所中的5家事务所源于伦敦金融城，这些事务所员工至少1／4在英国境外工作，还有60多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在伦敦金融城设有办事处。


3．文化创意企业总部数量


大伦敦作为世界创意中心，2012年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就达到了300亿英镑，文化创意产业也成为大伦敦的支柱产业之一。大伦敦的出版、电脑游戏、广播电视、电影和摄影、广告和设计等创意产业领域有突出发展，聚集了各类创意企业的总部和研发机构。大伦敦拥有1 850多家书籍及杂志出版社，其中包括70多个学术杂志社；这里也聚集了世界著名新闻社———路透社总部、英国最大的图书连锁集团———瓦特斯通（Waterstore）总部等一批新闻出版企业的总部。在英国排名前11位的报纸中，有10家总部位于大伦敦，文化创意产业产值34亿英镑，占英国行业总产值的36%。对于游戏产业，近1／3的独立游戏开发者协会（TIGA）成员和英国游戏业开发联盟设在大伦敦。大伦敦作为广告产业中心之一，全球约2／3以上的国际广告公司将其欧洲总部设在这里，同时集聚了英国1／3以上的设计机构的总部。此外，大伦敦聚集了全球85%以上的时尚设计师，设计业实现的产值占英国该产业总产值的50%以上。
[7]




4．小结


大伦敦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英国的创意之都，设立在此的企业总部以金融机构总部、文化创意产业总部为主。其总部经济集聚的特点，主要是通过商务区或产业功能区形成总部聚集区，比如伦敦城。同时，大伦敦通过将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分支机构）相分离的方式，以两者的内在联系，加强伦敦与周边中小城市的分工与合作。


 （三）知识经济



1．教育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不容忽视。

英国伦敦的教育体系经过几百年的严格发展，已经相当完善，总体来说分为三个阶段：义务教育（compulsory education）、延续教育（further education）和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学生从5岁开始接受义务教育，小学教育一般持续到11岁，中学教育总共5年，不区分初中和高中。延续教育是最具特色的部分，属于第三极教育，为进入高等教育或就业打下基础。延续教育可以分为学业路线和职业路线。学业路线学习的课程相当于大学前两年的基础课，其中最重要的阶段便是“A‐Level”，全称为“普通教育高级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职业路线与工作更为相关，内容涵盖了日常的所有职业。同时，职业教育与学业路线具有一定的对应性，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业情况选择进入学业路线的不同阶段，给学生提供了更多选择的机会，使不同类型的学生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潜能。高等教育属于教育体系的高级阶段，涵盖了本科、硕士、博士等高级国家文凭。

伦敦的高等教育十分发达，拥有40多所大学和学院，是英国拥有学生最多的城市。根据《北京市人才发展报告（2010—2011）》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伦敦的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5﹒6%，当年的北京仅为3%；伦敦的平均教育年限为12年，高于北京的10年；伦敦的毛入学率为59﹒3%，与北京的60%相仿；伦敦的高等教育比率为31﹒14%，高于北京的28﹒23%。伦敦2009年的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08年伦敦及英国全国的各类学历在校生数如表2-11所示，可以看出，伦敦的小学和中学教育普及度很高，高等教育的人数却相对较少。据了解，2010年英国新的联合政府上台以后，英国财政部宣布40%的英国大学或高等教育学院从政
 府得到的经费资助将削减，这导致高等教育学费持续上涨，一度引发学生示威游行，很多高校都陷入财政困境。以全球一流的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学科而闻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在考虑将学校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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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1      2008年伦敦在校学生情况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伦敦统计年鉴，2009。

伦敦发达的高等教育为伦敦的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保障，大量的高端人才聚集在此，大学成为市场主要的劳动力供给源。高素质的劳动力也吸引了大量的跨国企业，提升了伦敦本身的城市竞争力。


2．科学研发支出


根据《全球研发报告》的分析，英国的研发总支出占全球研发总支出的4%，其科研人员数量占全球科研总人数的6%，这部分科研人员贡献了全球8%的研究论文。而这些论文拥有全球11%的引文量，并创造了全球14%的高频次引用论文，在被引频次超过500的全球论文中占有17%的份额，在被引频次超过1 000的全球论文中占有20%的份额。英国研发水平的平均影响力已经超过了美国，伦敦作为英国主要经济中心，其科研贡献度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据统计，英国2011年的科研支出为273﹒8亿英镑，其中伦敦的科研支出为33﹒21亿英镑，占整个英国科研支出的12﹒13%，占当年伦敦地区生产总值的1﹒17%。伦敦科研支出主要流向四个领域，分别是商业企业研发支出、政府研发支出、高等教育研发支出、私人非营利性研发支出。


 根据伦敦2001—2012年的科研总支出及各领域的支出数据可知（如图2-9所示），伦敦的科研总支出总体呈现上升趋势，由2001年的19﹒45亿英镑增加至2012年的33﹒21亿英镑，年均增长率为7%，但其占伦敦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并不大，一直保持在1%左右的水平。从伦敦的科研支出的具体构成来看，其高等教育研发支出占比最大，2011年达17﹒46亿英镑，占整个英国高等教育研发支出的24%。其次是商业企业研发支出和政府研发支出。私人非营利性研发支出自2012年才开始纳入统计范畴，这表明政府对于私人非营利性科研的重视程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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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伦敦科研支出及结构（2001—2012年）

资料来源：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从伦敦的科研成果来看，《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公布的数据显示（可参见图2-10），伦敦的国际专利授予量（WI‐PO）为13 673件，而北京仅为1 655件；在国际三大期刊检索（SCI、SSCI、A＆HCI）的论文发表数方面，北京的数量（37 038篇）也远远小于伦敦（90428篇）。《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9—2010）》显示，在专利申请的评估中，前10名城市分别是：斯图加特、普利茅斯、布鲁塞尔、日内瓦、布里斯托尔、南安普顿、斯德哥尔
 摩、曼海姆、伯明翰、伦敦。英国城市占据了前10名的半壁江山，其中伦敦市是首次进入前10名。伦敦在2007—2008年度的专利数量排名中仅为78位，属于中等偏下水平，但凭借自身的人才、创新优势，排名上升了68个位次，实现了专利数的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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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科研成果：北京和伦敦

资料来源：倪鹏飞，彼得·卡尔·克拉索．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07—2008）．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3．文化创意产业


（1）文化创意产业现状

伦敦是世界上最富有创意和文化底蕴的城市之一，根据英国文化、传媒和体育部对创意产业的定义，主要包括以下产业，分别为：广告、建筑、艺术品与古董、手工艺品、设计、时尚设计、电影和摄影、音乐和视觉表演艺术、出版、软件、电脑游戏及电子出版、广播电视。伦敦创意产业基础设施占据了全英国的40%，拥有173家博物馆和857个艺术画廊，世界上顶尖的博物馆和艺术画廊有3／10在伦敦；85%的英国时尚设计师在伦敦，掌握着英国时尚业200多亿英镑的利润；伦敦每年有超过32 000场音乐表演，平均每周621场，其中17%是免费的；伦敦拥有40 000多座知名建筑和150多个古迹遗址；英国全国约1 100家独立的电视制作公
 司，近700家位于伦敦，40%的出版业从业人员也聚集于此，同时伦敦也是英国的游戏产业中心。
[8]

 伦敦曾经作为世界工业中心，现在已成功转型为创意之都，成为全球三大广告产业中心之一、全球三大最繁忙的电影制作中心之一和国际设计之都。

根据《2012年世界城市文化报告》（World
 Cities
 Culture
 Re‐port
 ：2012
 ）的数据显示，伦敦的文化创意产业基础设施现状如表2-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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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2      文化创意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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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World Cities Culture Report：
 2012．

伦敦政府一直将创意产业作为核心产业来经营。近年来“伦敦眼”、泰特现代美术馆、《哈利·波特》以及伦敦服装周都成为了创意伦敦美丽的风景。从1997年到现在，英国整体经济增长了70%，创意产业增长了90%，其增长速度快得惊人。伦敦首都圈的创意产业产值占英国总产值的比重非常大，2000年就达到了24﹒68%；2001年伦敦创意产业人均产值达2 500英镑，是英国人均产值的2倍。2010年伦敦创意产业产值达210亿英镑，从业人数约65﹒8万；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创意产业产值达到近300亿英镑。

根据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的数据统计，近几年，伦敦的创意产业企业数量和门店／工厂数量变化如表2-13所示。伦敦创意产业企业数量占据全国总量的35%左右，居英国之首，是名副其实的创意之都。其中音乐、视觉和表演艺术类企业数量最多。之后是电影和摄影产业、广告和设计产业，且均呈现上升趋势。




[image: picture]


表2-13       2009—2011伦敦创意产业企业及门店／工厂数量

数据来源：DCMS．Creative Industries Economic Estimates Report．

（2）创意产业发展对北京的启示

早期工业如此发达的伦敦转型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如今，伦敦创意产业的基础环境成熟，运作机制得宜，产业结构完整，专业人才市场充沛，从研发到营销配合得当，它成为世界创意产业发展的翘楚，成功实现了转型。伦敦成功的经验非常值得学习，总结起来有以下几点：

第一，政府从国家战略角度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1990年，英国文化协会等相关单位起草了“国家文化艺术发展战略”的讨论稿；1992年，讨论稿以《创造性的未来》（A
 Cre‐ative
 Future
 ）为题正式发布，明确指出“创造性”是英国文化的核心，建立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英国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的任务。1992年，成立主管文化事业的“国家文化遗产部”，负责历史
 文化遗产、媒体、博物馆、艺术等行业，对分散在隶属多个部门的文化行业统一进行管理。1997年，布莱尔出任英国首相，将“国家文化遗产部”更名为“文化、媒体和体育部”，提升级别、扩大职权。自此，英国政府开始了以扶持文化创意产业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发展战略，成立了由“文化、媒体和体育部”联合外交部、贸工部、教育和就业部、科学和技术部等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创意产业工作小组”（The Creative Industries Task Force）。时任首相布莱尔亲任组长，赋予了文化创意产业一种具有高度革命性的使命。值得一提的是，各级地方政府成立了艺术委员会，其构成应该比创意产业工作小组更具专业性，相关专家占绝对比重，政府官员也适当参与，从而加强其学术性和独立性，避免政府过度干预。200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在发表演说时表示：与10年前相比，英国的艺术和文化更加自信、更富有创意，也更加鲜活，这归功于国民的创新能力及公私共同资助艺术的混合经济模式。此外，政府还制定了扶持产业发展的配套政策，主要包括创意出口推广、教育及技能培训、协助企业融资、税务和规章监管、保护知识产权和地方自主权等6项。在机构及政策设置上，构筑了最完整的产业发展体系。

第二，创意人才培养和引进。

伦敦的创意人才培养和引进采用“引进急需”和“培养现有”并重的方式。1999年启动了“创造性的伙伴关系”的文化项目，由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和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共同负责，通过创意机构与学校合作从事一些长期文化项目，为5～18岁的学生和教师提供开发创意项目的机会，同时也提供时尚设计、电视和戏剧的指导和制作的新技能，为创意产业的未来发展培养了一大批潜在的人才。目前，伦敦约有75 000名学生在各高等教育机构里学习与创意产业相关的专业。

第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文化创意产业活跃着许多中小企业。政府为了鼓励小企业做大做强，在资金资助、咨询建议、知识产权保护、技能培训、网
 络服务、场地配套等方面给予了大量的支持。设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和艺术基金，每年拿出2亿英镑用来推动和支持在科学、技术和艺术方面的创新；建立资助大学生创业的孵化计划项目和创业孵化基地。


（四）绿色经济



1．环境治理历史及现状


一百多年前，伦敦便是世界闻名的“雾都”，空气污染严重，工业活动和人类活动是污染的主要源头。1952年12月，伦敦出现了震惊世界的“雾都劫难”，连续的浓雾将近一周无法散去，最严重时，伦敦市中心连续48小时能见度不足50米。空气污染导致大量居民健康状况恶化，据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研究资料显示，约1﹒2万人因这次空气污染事件死亡，生病的人更难以计数。当时PM10的颗粒浓度在3 000～14 000微克／立方米，大约是平均水平的50倍。

面对如此惨痛的教训，英国1956年通过《清洁空气法案》，要求严格控制空气污染，大规模改造城市居民的传统炉灶，减少煤炭用量；冬季采取集中供暖；煤烟污染大的发电厂和重工业被迁到郊区等。在这之后，不断对这份法案和相关法规进行更新，以确保空气质量不断改善。1968年，出台的新《清洁空气法案》要求工业企业建造高大的烟囱，加强疏散大气污染物。1974年，英国政府颁布实施了《控制公害法》，全面系统地规定了空气、土地、河流、湖泊等方面的保护以及对噪音的控制。这些法案对各种废气的排放进行了严格的约束，并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措施，有效地减少了烟尘和颗粒物。到了1975年，伦敦的雾日已由每年几十天减少到了15天，1980年则进一步降到5天。由图2-11可知，伦敦对空气的治理效果非常明显。二氧化硫和烟尘的浓度在2000年都达到了较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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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伦敦大气污染物年均浓度变化（1950—2000年）

资料来源：央视网，http：／／news﹒cntv﹒cn／special／opinion／howlondoncleansair／。

20世纪80年代，工业污染治理效果显著，但交通污染逐步成为伦敦空气质量的首要威胁。消耗量持续增加的燃油取代燃煤成为英国大气的主要污染源。因此，英国自1993年起要求所有出售的新车必须加装催化器，减少氮氧化物排放。1995年通过的《环境法》，要求制定一个治理污染的全国战略，根据英国国内、欧盟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设立了必须在2005年前实现的污染控制限量目标，要求工业部门、交通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共同努力，减少一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多种常见污染物的排放。其采取的措施主要是发展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数量。公共交通设施的覆盖、发达的公共交通以及政府对非公交系统用车的高压手段，让公众更乐意选择地铁或公交系统出行。此外，自2003年开始，政府收取交通拥堵费以限制私家车进入市区。2008年，伦敦对大排量汽车收取的进城费已升至25英镑／天（折合人民币350元／天），这笔收入都用在了公共交通上面。拥堵费制度虽然被抱怨，但事实是收费地区交通拥堵程度减少了30%。伦敦正计划在今后20年里，减少9%的私车流量。

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后，伦敦的空气质量大幅好转。英国环境、食品与农业部发布的位于伦敦市马里波恩路空气质量监测点的空气
 质量监测数据（1997—2013年）显示，2000年以后，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浓度持续下降，已经将其浓度控制在月均每立方米10微克以下，环境治理效果显著（见图2-12和图2-13）。伦敦空气的主要污染物二氧化氮的浓度高于二氧化硫，浓度一直保持在月均每立方米100微克。一氧化碳的浓度在2005年已下降到1微克／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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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伦敦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浓度变化（1997—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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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伦敦一氧化碳浓度变化（1997—2013年）

2007年，英国修订《空气质量战略》，新增对PM2﹒5可吸入颗粒物的监控要求。伦敦自1994年开始监测PM10，当时伦敦市仅有郊区环境站监测出的年均浓度达标，城区环境站和路边站监测出的结果均不达标。（郊区环境站监测出的浓度范围为25～45微克／立方米，1998年以后达标；城区环境站监测出的结果年均浓度为40～60微克／立方米；路边站监测出的结果年均浓度为70～80微克／立方米。）经过十余年的治理，根据英国2010年空气污染年报，2010年大伦敦城区PM10年均值达标。PM2﹒5监测要晚于PM10，伦敦在1999年建立了第一个PM2﹒5监测站。该站1999—2000年期间监测的PM2﹒5年均浓度值在13～16微克／立方米的范围内波动。随后，伦敦陆续建立郊区、城区及路边PM2﹒5监测站，2010年，大伦敦城区PM2﹒5年均值为16微克／立方米，已达标，并达到欧盟和英国的标准。
[9]

 2011年，大伦敦区PM2﹒5的监测站点从4个增加至47个，并提出在2020年将PM2﹒5年平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25微克以下的目标。英国环境部2011年发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英国PM2﹒5的排放量与1990年相比下降了55%。历年来，伦敦PM10和PM2﹒5浓度变化情况可参见图2-14。

尽管伦敦的空气污染治理在过去半个世纪取得了如此大的进步，但其监督和治理并未放松，“先污染后治理”的治污模式也已经被放弃。在新的阶段，伦敦的环境治理技术也在不断进步，但其主要治理方向仍然是工业污染和交通污染。新阶段提出了以下目标：（1）短期内，削减污染最严重的机动车的排放量；提高新型、清洁机动车的使用率；提高清洁燃料的使用率。（2）长期内，提高交通“零排放”工具（氢气燃料电池和电动车）的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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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4　伦敦PM10和PM2﹒5的浓度变化（1997—2013年）


2．环境治理措施


（1）环境治理技术的应用

伦敦市政府每年的环保支出都有一部分用于环境保护的研发。伦敦市政府正大力采用灰尘抑制剂这类化学材料清洁空气，醋酸镁和醋酸钙在2011年被尝试性地投放在了伦敦市内污染最严重的玛丽勒博路与上泰晤士街。实验表明，抑制剂可以减少14%的污染水平，政府后于2011年底宣布，该方案将进一步扩展到伦敦其他十几个监测站点。

（2）“公共自行车”计划及阶梯式计价方法

伦敦被称为“骑在自行车上的都市”，低碳和环保已经成为这里每位市民的生活方式。2012年，伦敦自行车出行人群占比2%，中心区达到5%，其未来目标是37%。
[10]

 北京的自行车数量多也是世界闻名的，在某些方面北京还是应该向伦敦学习。第一，为了提高伦敦的自行车使用率，采用差额收费制。其收费标准是：前30分钟免
 费，然后1小时1英镑，90分钟4英镑，120分钟6英镑，150分钟10英镑，24小时则需缴纳50英镑。第二，为了保证自行车行车安全，交通部门专门制定了严格的自行车交通规则，规定一些路段不准转弯、停靠等，以确保机动车辆拥有充分的路权；同时，针对一些上下班常用路线，开辟了一系列自行车高速公路，用大胆明亮的浅蓝色在马路上画了一条1﹒5米宽的自行车道。

（3）绿地建设

从过去的“雾都”到如今的生态之城，伦敦在城市生态建设方面非常成功，绿色产业对伦敦经济增长的贡献也逐年增加，从工业革命的先驱到生态文明的领跑者，其经验值得北京借鉴。

伦敦一直非常重视绿地的保护和扩建，伦敦虽然人口稠密，但城市外围仍然有大型环形绿带，即使在寸土寸金的伦敦市中，也仍旧保留着海德公园及詹姆斯公园等大片绿地。自2000年起，绿地数量从12个增加到264个，约297 000公顷公共开放空间用于绿化，缺乏绿化的区域比例由23%减少到16%。自2004年起，屋顶绿化覆盖面积大幅增加，行道树种植数量不断增加。目前树冠覆盖面积占21﹒9%，林地面积13 000公顷，占26%，大约有50万平方米的屋顶绿化和50万棵行道树。

伦敦在进行绿地建设时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两点：一是行政立法。英国是率先实施绿带的国家，最初的绿带主要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该方式不连续且只有1﹒5万英亩土地。为了增加绿地数量，1938年通过《绿带法》，该法赋予了地方政府为绿带建设征用土地的权力，并发布政府条令，将围绕人类主要的定居和活动地区的土地定性为绿带。通过该法，伦敦的绿带增加了3﹒5万英亩。同时，伦敦通过立法细化了绿带的功能，特别是界定城市边界、划分行政区域、控制城市扩张等方面。二是动员全民参与，比如大伦敦区的卡姆丹地区约50%的树木为私人所有。


3．绿色产业现状


（1）伦敦首都经济圈

根据2013年8月大伦敦政府发布的《伦敦市低碳和环保商品
 及服务更新报告》（London’s
 Low
 Carbon
 and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Updated
 Report
 ）显示，2011年12月低碳和环保商品及服务部门的产值达254亿英镑，涵盖了9 200多个绿色企业，雇佣员工超过163 500名。过去五年中，该部门产值从2008年的209亿英镑，增长至2009年的229亿英镑，直到2011年的254亿英镑，在过去两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5%，高于同时期英国的平均增长水平。据预测，该部门的产值还会继续保持5%的增长速度（不考虑碳金融）或6%的增长速度（考虑碳金融）。同时，其雇员数量2009—2010年以2﹒5%的速度增长，2010—2011年为零增长；企业数量变化也很小（可参见图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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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伦敦首都经济圈绿色经济产值、从业人数及企业数量（2009—2011年）

2011年12月伦敦首都经济圈绿色经济总销售收入为254﹒18亿英镑，一级部门可细分为低碳、可再生能源和环保三部门，销售收入分别占比52%、32%和16%。从业人员数量在这三个部门的分布比例分别为47%、33%和20%；企业数量分布比例分别为50%、30%和20%。其2011年12月的具体销售收入、从业人数及企业数量如图2-1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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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2011年12月伦敦首都经济圈绿色经济分部门收入、从业人数及企业数量

进一步细分成二级部门，观察表2-14中数据可知，在销售收入方面，碳金融、地热、风能和建筑技术部门的销售收入在2011 年12月分别为65﹒2亿、27﹒4亿、25﹒3亿和22﹒8亿英镑，占据了整个部门销售收入的56%。从增长率来看，近三年增长速度最快的二级部门为碳金融、光伏能源、风能和潮汐能，这表明可再生能源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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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4      伦敦经济圈低碳环保商品及服务收入及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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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London’s Low Carbon and Environmental Goods and Services‐Updated Re‐port．

（2）北京首都经济圈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显示，绿色发展水平排名前十位的省份分别是北京、青海、上海、浙江、天津、福建、内蒙古、江苏和陕西。就京津冀地区在全国的资源环境效率指标来说，北京的资源环境效率最高，每立方米水气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为5﹒09元，凸显了北京服务经济的神奇效率；天津以1﹒03元排在第九位；河北相对落后，排在第16位。河北的工业废水、工业烟尘排放却进入了全国前10位，其原因可能是作为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外部圈层，承接了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转移，其工
 业结构性质决定其要大量消耗资源。

此外，在《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和绿色GDP指数》（CCGEI2011）报告中，测算出的绿色经济指数北京居于首位，将绿色经济指数乘以名义GDP得出了绿色GDP，北京也居于首位，天津和河北分别居于第9位和第11位。中国273个城市中只有海口、深圳、三亚、厦门、广州和北京的绿色GDP大于名义GDP，其他城市的绿色GDP与名义GDP相比，都有不同程度的缩水。

就目前北京首都经济圈的绿色产业的定位来看，其各个部分的功能定位已经基本明确（如表2-15所示），北京主要负责新能源汽车、风能和太阳能研发；天津负责锂离子和镍氢电池、薄膜太阳电池、风电装备的制造；河北保定主要集中于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制造。在发展绿色产业的过程中，也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推广低碳产业。北京和天津经济较为发达，其低碳产品及服务位居全国前列，而河北还需进一步加强绿色低碳产业的培育。值得注意的是河北的风能资源储备丰富，在7 400万千瓦以上，技术开发量在1 700万千瓦左右，张家口和承德每年光照时间在3 000～4 000小时，属于太阳能可利用的二类地区，因此河北绿色产业的培育存在巨大的潜力，其资源禀赋将在绿色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大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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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5     北京经济圈绿色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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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张焕波，齐晔．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思考：以京津冀经济圈为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5）。

上述数据表明，北京的绿色经济发展现状较好，天津和河北还需进一步加强资源环境利用效率。但与世界性城市伦敦相比，北京的绿色经济还是存在一定差距。对于伦敦这样的发达国家的首都经济圈来说，其绿色低碳经济强调的是低碳产品的应用。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首都经济圈的北京来说，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关键转型时期，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绿色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碳总量的减少，而是碳强度的下降，低碳产品和服务也应基于低碳产业的发展。


4．小结


伦敦环境治理的成功经验有以下几点。

（1）立法非常重要，细化到指标。

（2）手段：征收高额道路拥堵费，实行新车车牌摇号。

（3）重视环保技术，加大科研投入。

（4）公共自行车计划及阶梯式计价方式，提高使用率。

（5）绿化的私人参与模式。

（6）从观念上摒弃“先污染后治理”模式。

（7）绿色产业的选择。


 （五）临空经济


大伦敦区目前共有6个机场，分别为是希斯罗机场（Heath‐row）、盖特威克机场（Gatwick）、斯坦斯特德机场（Stansted）、卢顿机场（Luton）、伦敦城市机场（London City）和绍森德机场（Southend）。从1990—2012年伦敦机场客运总量来看（如图2-17所示），1990—2007年客运量呈现上升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客运量开始下降。总体上，1990—2012年客运量翻了一番，其中希斯罗机场占据总客运量的比例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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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大伦敦区机场客运量（1990—2012年）

资料来源：UK Civil Aviation Authority．

根据国际机场理事会发布的年度最终数据显示，伦敦的希斯罗机场客运总量常年占据全球机场客运总量三甲。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也不甘示弱，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自2000年起，伦敦希斯罗机场在全球机场排名中居第5位，之后以每年上升一位的速度上升，直到2003年以后一直保持全球前三名。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在2004年才跻身全球前30名，但其增长迅速，与伦敦希斯罗机场的差距逐步缩小。在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伦敦希斯罗机场客运量
 呈现下降趋势，而北京只是增速放缓；2009年客运量两者基本持平；而2010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超过伦敦希斯罗机场，成为全球第二繁忙的机场。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北京临空经济的抗压能力较强，市场潜力巨大。但大伦敦区总共有6个机场，而北京目前运营的只有首都国际机场和南苑机场，其总量上还是存在差距的。两个机场客运量对比情况可参见图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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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伦敦希斯罗机场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客运量对比（2004—2012年）

资料来源：国际机场理事会，http：／／www﹒aci﹒aero。

以伦敦最大的国际机场希斯罗机场为例，其周边的临空经济主要以服务业为主，以机场为核心，周边聚集了大量物流业、零售业、商务办公业、会展业、电子信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类似IBM、世界四大快递公司、苹果英国公司总部等大型国际企业也聚集在机场周边。

与北京首都经济圈的临空经济相关的产业也逐渐形成产业集群，最典型的便是航空制造业、航空运输业、航空物流业、高新产品制造业、国际商务会展业及康体娱乐业。据统计，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006年临空经济产生的直接增加值为265﹒76亿元，直接就业约7万人，刘雪妮（2009）
[11]

 估算得出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006年临
 空经济对北京经济的综合影响之和为681亿元，占北京GDP的8﹒6%，同时其对北京市以外地区的经济影响达612亿元，北京临空经济的发展对周边的经济都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比较而言，北京的临空经济潜力巨大，呈增长趋势，其临空经济产业集群还包含有制造业，而伦敦的临空经济产业集群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这也与两个城市所处的产业阶段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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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6    北京首都经济圈临空相关指标

注：表中数据与表2-15不一致是由于统计机构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 资料来源：历年《北京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河北统计年鉴》。


（六）临轨经济


轨道交通最大的特点就是快捷、畅通、准时、高频，因而它可以使居民出行方便、缩短通勤时间，带动巨大的人流量。客流带来的不仅是票务收入，同时还有相应的消费市场。而交通便捷本身带来的凝聚作用，将会带动商业地产、广告、文化、娱乐、办公、商务、住宅等市场及其相关设施的发展。轨道交通的客流量保证了商业地产的盈利能力，也为媒介产品提供了巨量的潜在客户。

根据伦敦交通数据（如图2-19所示）显示，在居民每年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方式中，地铁是人们出行的首选，其在2010—2011年总里程达到88﹒75亿公里；其次是公交，总里程达到
 80﹒82亿公里。除此之外，航空、电车和轻轨也是常用出行方式。从总体趋势上看，伦敦公共交通出行总量在1991—1996年都变化不大，但1997—2005年增长速度较快。这与英国1995年通过《环境法》有关，为了治理伦敦的环境污染，其主要措施便是发展公共交通，减少私家车的数量，对非公交系统采用高压手段，使得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人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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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伦敦公共交通年均里程

伦敦地铁作为居民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直至2013年1月10日已经运营了150周年，共建成12条线路，总长度达到400公里；270个地铁站点、7条深层地铁和4条浅层地铁线构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地下迷宫”。线路的最大坡度为33‰，旧线的最小曲线半径为100米，新建的线路为402米。目前，伦敦地铁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之一，2012年全年运送乘客达10亿人次，伦敦奥运会期间，甚至达到每天最高4 750万人次的运送量。直到2012年，伦敦地铁的总里程和车站数量仍居世界之首，伦敦也因此被称为“建在地铁上的都市”。但2013年北京的地铁线路总里程已经超过伦敦。伦敦的地铁线路如图2-2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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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　伦敦地铁线路图

伦敦地铁与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工业革命后，城区无限扩张、交通拥堵及人口急剧膨胀，使得伦敦陷入了困境。伦敦地铁让居民慢慢适应了远距离的通勤生活，有效缓解了这种压力。从最初的城市中心交通网络到后来的郊区延伸线路，地铁所到之处经济发展迅速，俨然成了伦敦一道别样的风景。虽然伦敦地铁的运营已经非常成熟，但伦敦仍然考虑到只有技术革新才能保证地铁的可持续运行，预计未来20年伦敦的人口还将增加100万，今后10年的客流量预计增长20%，伦敦地铁正筹备全面升级以扩建多线路换乘站点。伦敦地铁资金项目总监戴维德·沃巴索称：“新地铁站的设计将利用计算机全程模拟，并以水力工程学为基础，因为客流和水流具有相似性。”

据2012年《北京市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2年末全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共16条，比上年末增加1条；运营线路长度442公里，比上年末增加70公里，总长度已经超过伦敦；运营车辆3 685辆；全年客运总量24﹒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2﹒3%。北京地铁1号线、2号线交汇的建国门和复兴门都形成了商圈效应；西直门和
 东直门作为换乘车站发展迅速，商铺租金上涨明显；5号线和13号线交汇的立水桥区域汇集了东方明珠、东亚奥北中心等多个商业项目，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此外，地铁也将北京郊区与中心城区紧密联系起来，带动沿线经济的发展。

目前，河北还没有地铁投入运营，但石家庄地铁已经处于建设中。同时，北京拟将地铁6号线向东延伸：通州—燕郊；4号线（大兴线）向南延伸：南兆路—固安；亦庄线向南延伸：亦庄—廊坊。通过贯通北京至河北的轨道交通，为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提供无限商机。

此外，北京还有高铁带动北京首都经济圈及周边的经济。首都经济圈内及途经圈内开通运营或正在建设中的高铁有京津（北京—天津）、京石（北京—石家庄，途经河北保定）、津秦（天津—秦皇岛，途经河北唐山、秦皇岛）、石武（石家庄—武汉，途经河北石家庄、邢台和邯郸）、石太（石家庄—太原）、京张（北京—张家口）、京唐（北京—唐山）、京沈（北京—沈阳，途经河北承德）、石济（石家庄—济南，途经河北衡水）。根据规划，到2020年，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城际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710公里，线网布局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主要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城际轨道交通网络将覆盖京津冀地区的主要城市，基本形成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

伦敦目前还没有高铁项目，但英国政府计划斥资数百亿英镑修建一条连接伦敦和周边城市的高铁线路，只是因为耗资巨大以及环保方面的问题而遭到各方反对，迟迟未能动工。伦敦市长认为英国用大量的时间去讨论却一直未能动工，效率远远低于中国的高铁建设，这方面向应向中国学习。


（七）临港经济



1．市场交易方式为主的伦敦临港经济


伦敦港是英国最大的港口，也是世界著名的港口之一，与7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建立了联系，年吞吐量4 500多万吨。伦敦的航运服务业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超过1 750家从事航运服务的公司或组织在伦敦拥有办公室，其中79%在伦敦有注册办事处。在伦敦航运服务业集群中的需求方和供给方之间形成了组织严密、自成体系的网络（可参见图2-21），航运服务的需求来自全球各地，而伦敦提供综合的航运服务，这些航运服务主要围绕着市场交易展开。伦敦的航运服务业集群可以分为五大类，分别是航运（船东、承租人、船舶管理人、船舶经纪人、班轮机构）、行业协会（国家和国际机构代表、工会）、中介服务（海洋保险、银行、会计、测量师和技术顾问、法律顾问）、支持服务（商业顾问和研究人员、媒体公司、出版商、会议组织者、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人员配备和招聘机构、海事大学和学院）和海事治理与监管（国际航运组织和国家代表、船级社、船旗国、劳合社保险市场、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英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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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1　伦敦航运服务集群


 航运服务为英国提供了约14 000个工作岗位（主要集中在伦敦）。最近几年，从事以市场交易为主要业务的船务经纪（包括支持人员）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从2000年的4 000人增加到2005年的4 500人；保险经纪（包括P＆I俱乐部和海损理算）有2 500多人；伦敦在法律服务方面也是世界领先的，在涉及跨国航运纠纷时英国法律是运用范围最广的法律，律师事务所从业人员（包括律师和海事仲裁员）从1990年的800人左右增加到2005年的2 300多人；劳氏船级社是世界第二大船级社，在船级社工作的员工有1 700多人。上述行业的就业人数已经占到航运服务业就业总人数的八成多，说明伦敦的航运服务集群主要以市场交易为主。1990—2005年英国航运服务业就业总人数变化及分布可参见表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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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7    英国航运服务业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IFSL：Maritime Services﹒2000﹒2001﹒2003﹒2005。


 金融和航运是相伴而生的，金融服务发展源于航运业的需求，航运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随着航运的发展，为了满足航运对金融服务的需要，融资、结算、兑换等各类金融服务开始在伦敦集聚。作为英镑的重要结算场所，伦敦的金融地位也与日俱增。以市场交易为主要特点的伦敦模式得益于和伦敦金融业的相互促进，为航运产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公司或机构包括国际商业银行、投资银行等。伦敦被誉为航运金融的创新中心。《劳氏航运经济学家》（Lloyd’s
 Shipping
 Economist
 ）曾指出德国汉堡在传统的船舶租赁和私人股本方面是领先的，而美国纽约在航运的公共股本金融方面有很强的实力，但是所有这些服务都能在伦敦得到。

在伦敦的2 400家船务公司拥有全球50%的油轮和30%～40%的干散货租船业务，而且每年还买卖超过全球一半的新船和二手船，价值超过340亿美元。2006年场外衍生市场所交易的货物合同价值达到560亿美元，接近2004年和2005年合同价值的两倍。伦敦仍然处于航运保险市场的领先地位，超过日本、美国和德国，占国际航运保险市场保费的23%。伦敦还是保险赔付的最大管理中心，英国的P＆I俱乐部占了全球65%的市场份额。这些市场交易的开展得到了伦敦金融中心的大力支持。航运金融衍生产品种类多、潜力大，伦敦金融中心提供了大量的航运融资、海上保险和再保险、担保等业务，是欧洲航运金融、船舶经纪、海上保险的中心。

伦敦金融服务集群的核心是证券买卖和场外交易，主要由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的航运市场、伦敦劳合社保险市场和证券交易三部分组成（如图2-22所示）。伦敦的船舶经纪、船舶融资、海上保险等与保险市场、证券交易市场、银行业等关系密切。虽然在伦敦航运服务集群中，就业于银行的雇员只有400人，所占比例很小，但在航运金融方面，伦敦的商业银行提供490亿美元的借贷，占了全球18%的份额。伦敦发达的航运服务集群也得益于作为船舶经纪市场信息来源的波罗的海交易所。金融与航运、贸易的耦合与相互促进，共同造就了伦敦航运服务集群的繁荣。




图2-22　伦敦金融服务集群


2．小结


国际港口的发展历史表明，港口的兴衰通常与区域经济的外向化程度及贸易的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区域经济外向化程度高、贸易发达、货物吞吐量大，港口就兴盛，反之港口就衰落。因此，对货物吞吐量的追求往往成为各大港口最重要的目标。

伦敦的航运服务业与其他港口不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把现代港口划分为三类，即商品中转型港口、加工增值型港口和资源配置型港口，伦敦是资源配置型港口的典范。正是因为伦敦具有全球航运资源的垄断和配置能力，使得其在20世纪40年代后实体货物吞吐量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仍然在长时间内维持着全球航运中心的地位，这种发展模式在全球其他地方还未发展成熟。

对于北京，要发展临港经济就必须加强和天津的合作，充分发挥天津港的港口优势，充分利用天津的功能定位，即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


 （八）园区经济



1．伦敦产业园区


（1）剑桥科技园

英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执行减轻伦敦市人口密集压力的政策，英国政府于1970年在剑桥市东北角圣三一学院的一块闲置了20多年的土地上（0﹒53平方公里），模仿美国的硅谷建立科技工业园区的成功模式，建立了剑桥科技园，随后该科技园在英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剑桥科技园是伦敦乃至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工业园，该园处于交通便利的地带，东西向有A45号公路，南北向有M11、A604和A1号公路，对国内外公司有很大的吸引力。小型高科技公司在剑桥大区大量聚集和衍生。发展至今，以剑桥大学为中心的科技园区沿半径向外扩展了15英里，有超过1 600家高科技企业坐落于此，吸纳就业人口超过4万人。剑桥科技园的特点是：首先对中小型企业进行培育，哺育出一大批具有活力的小型科技企业，活跃在前沿科技的各个领域，包括生物科技、设备制造、网络软件等。其次，小型企业的核心业务非常明确，只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擅长利用极少的资源，大规模生产市场上受欢迎的产品。除此之外，科技园内的企业运作非常灵活，经常与海内外其他科技型企业同行联盟或者合作，与高校科研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创造了很多新的商机。

剑桥科技园的宽松的政策和灵活的制度培育出一大批健康发展的小型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北京经济发展的方向，中小型企业才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2）M4高科技走廊地带

M4高科技走廊地带（M4 corridor）得名于其毗邻的M4高速公路（一条连接伦敦和南威尔士的公路）。M4高科技走廊地带包括伦敦西部的新月形地带和沿M4高速公路向西至南威尔士的走廊地带两部分。前者包括伯克郡、哈福德郡和汉普郡。这两部分的产
 业集聚程度和主要经济活动既有差异又相互联系，共同组成英国最重要的高技术集中区域。伦敦西部的新月形地带，即M4走廊的东端，由于接近伦敦，它的发展与伦敦产业转移密切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伦敦的工业开始衰落，环境污染、人口急剧增长、房地产价格昂贵成为其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大伦敦规划指导伦敦的产业向西部发展，规划了里丁、斯拉夫、布拉克尼尔等新镇，并限制高污染工业的进入；同时伦敦郊区的地价和劳动力都相对便宜，紧邻牛津大学，生活环境和设施都非常完善，为高科技企业的入驻提供了便利条件。

此外，伦敦希斯罗机场作为英国最大的机场，使得伦敦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为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入驻此处提供了便利的交通区位优势。大量的高科技企业聚齐在机场附近的新月形地带和M4高速公路沿线。其中，新月形地带主要是研发中心聚集地，而M4高速公路沿线地带则是生产厂商聚集处，M4高科技走廊地带研发和生产齐头并进，吸引了很多大型科技公司将总部设在此处，特别是在柏克夏和泰晤士谷。例如思科、微软、惠普和MCI都在此处建有办公室。日本、英国和美国的电子公司纷纷在此开办出口制造业工厂，共创造了约20 000个技术岗位，集中了电子计算机、空间产品、电子产品及元器件等高技术产业部门。

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KMPG）在2013年10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英国的科技部门已开始复苏，但绝大部分得益于伦敦的“人才经济”和M4高科技走廊地带。分析师运用相关数据绘制了一幅科技地图，如图2-23所示，发现最大的十个集群都集中在伦敦的西部和西南部，均紧邻M4、M3高速公路以及希斯罗机场。此外，以剑桥大学为中心的剑桥科技园也聚集了较多的就业人口。

（3）东伦敦科技城
[12]



东伦敦科技城是位于东伦敦的科技、数字和创意等企业群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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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M4高科技走廊地带

中心。从2011年正式启动以来，已经有超过1 600家公司进驻以东伦敦为中心的科技城。在这个没有边界的高科技和创意新聚落，原本几乎被遗弃的重工业贫民区已经焕然一新，成为美国硅谷之外的又一个国际科技创业中心，也被称为“迷你硅谷”。

“东伦敦”位于港口附近，曾是出名的贫民区。近年来随着一批年轻的新锐设计师把工作室搬到这里，其迅速成为国际知名的艺术家聚集地。同时，一大批新兴互联网公司出现在位于金融区东北部靠近老街口的肖尔迪奇区（Shoreditch），越来越多的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聚集于此，它们自发成长并保持着迅猛的增长态势，被称为“硅环岛”（Silicon Roundabout）。最初，这里只是一个相对较小的高密度科技产业园区，2008年仅有30家科技企业，2010年增长至85家，目前已经有500多家企业落户于此。

随着产业集聚初具规模，英国政府于2010年颁布了一项支持“迷你硅谷”发展的计划，将包括奥林匹克公园在内的东伦敦建造成高科技产业中心，命名为“东伦敦科技城”。政府投入了4亿英
 镑支持科技城的发展，制定优惠政策并确保把新建筑中的一部分空间用作孵化区。思科、英特尔、亚马逊、推特、高通、Facebook、谷歌等大型公司也开始进驻，巴克莱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开展了针对创业企业的特殊融资服务。仅2011年，就有200多家科技企业将总部设于东伦敦科技城。东伦敦科技城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欧洲成长最快的科技枢纽。

如今的东伦敦科技城是一个集科技、数字和创意等企业群聚的中心。从充满创意和活力的老街口和肖迪奇区一直延伸到斯特拉福德（Stratford）日渐繁荣的伦敦奥运园区。吸引企业的原因，除了其战略性位置、尖端的数字与创意设施及朝气蓬勃的文化氛围外，更有邻近的伦敦大学、帝国学院、牛津大学及剑桥大学等四所顶尖大学提供源源不绝的人才。该科技城更因邻近伦敦奥运园区，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2．小结及对北京的启示


综合以上著名的三个产业园区发现，均存在以下特点：

（1）交通便利。

（2）紧邻大学，将大学研发中心作为科技企业技术和人才的重要来源。

（3）注重中小型企业的培育。

（4）具有充足的融资渠道，比如风险投资。

（5）政府给予大量的政策扶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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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综上所述，北京在进行经济结构转型调整时，可以借鉴伦敦的发展经验，其中最值得借鉴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1）产业结构调整路径。

（2）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模式：战略高度。


 （3）科研支出的流向：高校科研，产学研结合。

（4）环境治理的方式：阶梯式定价、环保科研以及绿带规划。

（5）临空经济产业集群选择：与产业结构发展相适应，由制造业向现代化服务业转变。

（6）临港经济：加强与天津港的合作。

（7）产业园区的选址，培育主体的选择。

（8）大伦敦政府统一的行政管理。建立大的、独立于三省市的政府。作出首都经济圈的规划来发展。





附录：历次伦敦规划内容


一、大伦敦规划



1．规划背景


1944年由艾伯克隆比主持编制《大伦敦规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指导伦敦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文件，规划区面积为6 731平方公里，区内设有各级地方行政机构共143个。规划区内的人口为650万（1938年）。

大伦敦规划充分吸取了当时西方国家城市规划思想的精髓，包括以下城市规划思想：

（1）霍华德的田园城市

大伦敦计划部分实现了霍华德城乡结合改善居住环境，以小城镇群代替大城市以及每个城镇保持就业平衡等相对独立的理想城市目标。参考田园城市的理论，环绕伦敦形成了一条宽达6英里的绿带。

（2）盖迪斯的组合城市

盖迪斯是一位生物学家、社会活动家，同时也是一位教育改革
 家，其著作《进化中的城市》（Cities
 in
 Evolution
 ）就是把生物方面进化论的观点运用到城市方面，把区域看作土壤，把城市看作一个植物，这个植物城市是在区域土壤里面生长的，所以他非常强调要进行区域调查。同时，他也是最早推动区域研究、区域规划的人。他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提出了有关城市生态问题的理论。另外他还提出了一句口号：我们不仅要煤气和自来水，而且要阳光和空气

规划的编制过程采用了盖迪斯所倡导的“调查—分析—制定解决方案”科学城市规划方法。


2．规划简介


《大伦敦规划》开创了在较大范围内考虑城市发展问题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并将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与城市空间规划密切结合。

规划面积6 731平方公里，规划人口1 250万人。

在英国全国人口增长不大、伦敦地区半径30英里范围内人口规模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如果要改善城市中心的居住环境，就必须疏散区域内的工业人口。

为解决这一问题，艾伯克隆比提出在当时的伦敦建成区之外，设置一条宽约5英里的“绿带”，用来阻止城市用地的进一步无序扩张。需要疏散的100万人口由设在绿带外的8个新城和20多座已有城镇接纳。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这些大部分距离伦敦20～50英里远的城镇不足以完全依托伦敦，因此必须考虑每个城镇中的就业平衡问题。

规划方案在距伦敦中心半径约为48公里的范围内，由内到外划分为四层地域圈，即内圈、近郊圈、绿带圈与外圈（可参见图2-24）。大伦敦的规划结构为单中心同心圆封闭式系统，其交通组织采取放射路与同心环路直交的交通网。伦敦郡人均规划绿地面积大幅提高，重点绿化泰晤士河两岸。中心区改造重点在西区与河南岸，并对其作了详细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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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大伦敦规划示意图


3．新城建设———大伦敦规划的重要实践


英国郊区新城的开发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形成过程和城市形态都与土地富裕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的郊区城市不同。具有美国特色的“边缘城市”是由市场引导的城市居住和就业功能郊区化推动传统都市的中心商业区功能转移，形成与传统都市形态相异的郊区城市功能中心。而英国的郊区新城完全是在政府的规划下，由政府拨款的新城开发公司联合私有企业，在专业规划的
 指导下建立起来的，从而避免了一些传统都市的弊病。新城理论起源于艾伯克隆比完成的《大伦敦规划》。

（1）第一代新城建设

根据《新城法》，政府在1946—1950年间，确定了位于英格兰、苏格兰及威尔士的14个新城，其中的8个位于伦敦地区。

1946年，在新城开发公司的规划和开发下，在伦敦北部40公里处建造了第一个新城斯戴藩，人口规模10万。第一代新城中的人口密度较低，规模不大，人口规模大多在6万人以下。

（2）第二代新城建设

《城镇开发法》的颁布使得疏解大城市人口的方式开始向对已有城镇的改造与扩建倾斜。20世纪50年代确立了苏格兰的坎波诺尔德新城，1961—1966年间确立了利文斯通、朗科恩、欧文等7座新城。

第二代新城人口密度和规模有所提高，规划人口在10万人左右。

（3）第三代新城建设

20世纪60年代末，米尔顿·凯恩斯、比德伯勒、北安普顿等第三代新城开始出现。

第三代新城的人口规模在20万～25万人，同时包含已有城镇在内。至此，以疏散大城市人口为目的的新城建设和既有城镇改造扩建最终走到了一起。

新城的规划情况可参考图2-25。

英国的新城开发被规划界誉为“规划皇冠上的明珠”。因为它解决了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人口拥挤的问题和战争导致的城市无序发展问题。


4．大伦敦规划的经验与教训


（1）经验

虽然在大伦敦规划制定后几十年的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当时确实提出了切合时宜的对策与方案，对控制伦敦市区的自发性扩张、改善混乱的城市环境起到积极的作用，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各国大城市的规划有着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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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　伦敦地区的新城

通过五十多年的发展与调整，伦敦的市区人口从1 200万下降到700多万，城市的功能沿交通干道有效疏散，不但激活了整个大伦敦地区的发展，还使伦敦市区的交通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2）问题

这个大伦敦规划实际上是以失败告终，因为直到1969年，在外围建设的住宅量不到总建设量的4%，相反，随着分散的不断推进，留下了居住与就业远离、交通需求量增加等诸多城市问题。

大伦敦规划所采取的大城市发展的思想集中体现了自霍华德以来的“城市分散主义”传统，但对大城市在新兴产业条件下的优势估计不足，对《巴罗报告》明显带有倾向性的结论全盘接受。另外，带有主观决策性质的规划目标与土地私有制下的城市开发机制之间也存在根本性矛盾。因此，大伦敦规划在后来实施的过程中出现了种种问题。

外围新城的建设非但没有疏散中心城区的人口，反而吸引了伦敦地区以外的人口进入。


 第三产业远距离通勤的交通现象的出现导致新城的“卧城化”以及中心城交通压力增大。主要表现为以下问题：

1）贫穷、失业、住房条件极差等问题在伦敦东部尤为突出；

2）东西部地区空间利用失衡，在西部地区产生了诸多问题，如地价昂贵、工人短缺等；

3）交通堵塞，运输成本过高；

4）昂贵的房价使得一些重要岗位的工人无法在伦敦居住；

5）众多制造业企业消失；

6）空气污染和水污染；

7）在传统的城镇中心以外的地区，购物中心和就业机会的增多导致城镇中心的衰落；

8）犯罪、吸毒以及小区的治安问题。


二、2004年新大伦敦计划


备受关注的新一轮大伦敦规划———《大伦敦空间发展战略》的编制工作，于2004年2月由大伦敦政府（The Greater London Authority，简称GLA）正式向全社会颁布。

这是一个针对大伦敦地区未来30年的发展而制定的战略发展规划，它发布后在英国社会各界以及国际规划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1．规划背景


20世纪80年代以前，伦敦的工业增长逐年下降，经济处于衰退阶段；人口数量不断减少，由1939年的800万下降到1985年的680万；城市的社会设施和基础设施已无法满足来自各方面的需求。然而，近十多年来，伦敦正经历着显著的变化，经济、人口出现强劲的增长势头，城市越发繁荣，现在伦敦的人口数量已经回升到740万。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有两个：第一，像纽约、东京一样，伦敦作为一个世界城市正以其高质量的和高度专业化的服务设施，特别是贸易和金融设施，吸引着全球的投资，许多跨国公司为了发展需要落户伦敦这样的世界城市；第二，伦敦正以发达的经
 济水平，一个世界城市所能提供的各种就业、文化、教育等条件，吸引着大量的国外移民，越来越多的学生、年轻就业人群来到这里，在伦敦你可以听到世界各地多达305种语言，这使伦敦正在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也越来越年轻化。


2．规划基本原则


四个关于空间发展的重要原则：

第一，鼓励更集中、更紧凑的开发方式，保证在不侵占开放空间的前提下实现经济的发展，并形成一个较高密度的布局结构和适宜的用地比例。

第二，未来开发的规模和时序必须与现有的和已规划的公共交通系统紧密结合在一起。

第三，保证重要的资源供给，包括提供商业办公空间、住宅、相关的技能培训设施和足够的交通设施以及高品质的环境。

第四，明确空间发展的优先权，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未能获益的那些地区，特别是东伦敦的部分地区，需要在未来的发展中优先考虑和支持。


3．规划目标


目标1：为伦敦地域范围内的增长提供有效支持，但不侵占开放空间；

目标2：将伦敦建设成一个更适宜人们生活的城市；

目标3：将伦敦建设成一个拥有雄厚且多样的经济增长基础的更繁荣的城市；

目标4：推进社会的融合，消除隔离和歧视；

目标5：提高伦敦的可达性；

目标6：将伦敦建设成一个更具吸引力、设计得更精致的绿色城市。


4．开发策略


三类不同地区的开发策略：

（1）要成功地实施更紧凑的开发策略

有必要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将商业和住宅开发、交通和通信
 基础设施以及地方社区活力的提升结合在一起。由于伦敦面对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和跨越各区边界的，本次规划高度重视五个大的次区域的发展策略，包括西伦敦、北伦敦、中心伦敦、南伦敦和东伦敦（含泰晤士河口地区）的发展策略。在这个全面的规划框架之中，规划确定了一些特别发展地区，包括机遇增长地区（opportunity areas）、强化开发地区（areas for intensification）和复兴地区（areas for regeneration）。

（2）各级城镇中心和郊区的发展

在次区域的层面上，如果一项开发活动能够将区域与地方层次的行为整合成一体，这类开发就将获得有力的支持。进一步提升伦敦各城镇中心的活力，是大伦敦规划在空间发展上优先考虑的一个关键点，这样可以确保服务业延伸到一个可达的范围，提供给消费者更多的选择。这些城镇中心大都位于伦敦中心区之外的公共交通系统可达性最强的地区，而且它们所在的区位足以支持与它们的规模和功能相匹配的服务需求。因此，这些城镇中心正是政府试图通过土地利用和交通整合而实现其目标的关键节点，也是发展多样化活动的关键区位，包括办公空间、住宅、零售、休闲、社区设施等。各具特色的城镇中心有利于创造社区和场所的个性化感受，加强地方的标识性。总之，提高城镇中心的吸引力和服务容量、充分发挥其服务功能，对于城市和郊区的更新极为关键。

（3）交通系统与开发的结合

在竞争激烈的伦敦土地市场上，制造业、批发配送业和大量其他产业活动都依赖于一个良好的规划系统，对它们所需求的开发容量予以支持。这些开发容量主要集中在策略性就业区位，需要大力促进这些地区的开发来提高伦敦对于多种产业的接纳能力。所有这些问题的焦点都集中在交通与开发活动的协调方面，政府空间政策的制定不能脱离现有的和规划的交通系统的运行能力和容量。伦敦现有的公共交通系统已发展得相当完善，包括地铁、国家铁路服务和延伸的公交网络，对于提高伦敦整个交通系统的可达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支持。但是，伦敦外围的部
 分地区并不能获得很好的公共交通服务，由此而导致的结果就是私家车数量的不断增长和道路的拥堵。目前，中心区和许多城镇中心的公共交通系统正在良好地运行；但在一些地区，公共交通的承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饱和。因此，改善公共交通的计划就不仅要针对已经存在的交通问题，而且要考虑到未来可能的增长需求。

总之，这些开发策略都是相互联系而非独立运作的。本次规划所强调的基本理念就是要以整体性、系统性的观念来看待城市未来的发展，要创造一个更紧凑的城市，使得伦敦城市的每个部分都能最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同时又与其他部分的功能相互协调和互补。


5．经验与启示


（1）经验

大伦敦规划划分出高密度开发地区、更新重建区和区域更新的走廊、重要的开敞空间和蓝带网络等不同类型的空间分布，全方位制定具体政策，促进区域开放空间的紧凑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大伦敦区域协调发展重在长期推进农业现代化、郊区工业化、乡村城镇化。中心城区与郊区的协调发展是大伦敦区域协调发展的重点，中心城区的制造业、零售业等产业大量向郊区转移，人口加快向郊区扩散，郊区小城镇和各种规模的商业、工业、聚居中心大量涌现。

英国政府根据霍德华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在伦敦周围建设新城以控制伦敦中心区的人口，这样既可以控制中心城市的发展，又可创造优美的居住环境，从中体现“城乡一体化”的概念。伦敦的战略发展规划不仅注重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加重视区域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接受以往“城市病”的教训，逐步改变单一追求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模式，而致力于城郊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方面，加大城市尤其是郊区的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规定新兴工业区和居民住宅区都必须有相应的排水、给水和道路设施及垃圾处理设施；另一方面，加强环境保护规划，加大环境治理力度，提倡可持续发展。

伦敦的迅速发展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如空气和水污染、交通拥
 塞、就业机会减少等，其中最主要的是东西部空间利用失衡问题。西部是经济发展热点地区，从业人员就业率和收入高，但土地和住房价格飞涨、交通状况恶劣、劳动力短缺；东部地区引资少，贫困和失业问题在伦敦东部尤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由于撒切尔政府对公共政策的忽视，几乎不存在政府批准的区域规划行为。自20世纪90年代起，曾先后有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LPAC）、伦敦论坛（London Forum）、伦敦优先（London First）等非政府机构就大伦敦发展战略进行规划。如1992年，LPAC提出了《伦敦战略规划白皮书》，突出体现了四点指导思想：一是重视经济的重新振兴；二是强化交通与开发方向的关联性；三是重视构筑更有活力的都市结构；四是重视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

2004年，英国通过了《大伦敦市政府法》，以“典范的、可持续的世界城市；民享之城、繁荣之城、公平之城、可达之城和绿色之城”为总体发展目标。大伦敦发展战略规划包括《伦敦经济发展战略》《空间战略》《交通战略》《文化战略》《城市噪音战略》《空气质量战略》《市政废物管理战略》和《生物多样性战略》等八项内容。2004年制定的《伦敦经济发展战略》在发展目标中明确了促进人口和经济增长，并使之与空间容纳能力相适应的要求。该战略既研究了经济结构调整、新经济产业发展等经济政策，为伦敦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又强调经济增长要在现有建成区范围内，按照紧凑型城市的方向更加有效地利用土地、水、能源、交通等资源进行开发活动，从而为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更好的保障。

在发展战略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伦敦非常重视保护环境，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在统一发展规划（Unitary Development Plan，UDP）中提出了保护、加强和增长三个可持续设计目标。保护是指保护绿带和城市开发地带以及自然资源；加强是指规划设计应以环境保护为目标，土地使用不得减少郊区的开放地以及历史遗迹等；增长是指在土地使用和居住建设等方面维持适当的密集度和良好的交通秩序。其中最关键的是保护环境，在UDP中列出了一
 些环境参数，包括：空气质量和受空气污染的人数、噪音质量和受噪音影响的人数、水质量和洪灾风险、灯光污染状况、小气候（如风速、温度等），以及其他对环境和人类有损害的污染物情况。为此，其环境政策中制定了五项责任指标，分别为：强有力的社区领导能力，减少浪费、循环利用，高效利用资源（如水和能源），可持续地旅游，可持续采购。

（2）启示

通过对伦敦市在20世纪规划过程的分析研究，得出几点对北京首都经济圈空间规划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1）重视开放空间的生态价值

城市开放空间对于稳定和优化城市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很强的自然特征和高生态价值的绿色通道为开放空间规划提供了有效途径，改进了原来只是关注开放空间的休闲娱乐价值的规划思想。冲积地带、湿地、陡坡、水源以及农田都可以纳入开放空间规划内。

2）维护开放空间的整体性

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关于开放空间的规划还局限于规划公园、广场、步行街以及在残余的、未开发的地方或者在密集的历史街区发展开放空间；局限于规划独立的开放空间，开放空间规划没有从整体性和系统性出发，没有考虑城市甚至是区域尺度，因此很难维护开放空间的连续性和完整性。

3）开放空间规划的优先性

我国城市开放空间规划还处于初始阶段，往往没有很好地考虑开放空间各组成因素之间的配置和功能关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传统的分区规划在开放空间规划之前制定，确定了发展格局，而这种格局常常加重了栖息地破碎化。有些连接在一起的开放空间曾经给社区带来认同感，它们曾经是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基础，但是分区规划则忽视了这些没有受保护的开放空间。绿色通道不但对这种丧失和破碎化有着缓解和补偿作用，而且有助于寻找失去的场所感和地方感，这也是绿色通道运动之所以盛行的原因之
 一。因此在城市规划中应该采取开放空间优先规划的原则，这也是构建城市开放空间网络的有效途径。


三、2008年《规划更美好的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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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划背景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世界一体化以及资本、技术、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国家竞争力越来越依赖区域、城市的竞争力。作为世界性城市之一的伦敦，也必须积极融入全球经济，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但由于过去20年伦敦没有统一的规划，基础设施投资的短缺、交通拥挤、房价上涨、城市贫富分化严重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伦敦竞争力的提升。

在2004年版的伦敦规划出台之后，伦敦政府也不断对其进行完善。2005年10月，大伦敦政府发布了《伦敦规划的回顾总结》，在十大重点领域提出了新目标；2006年10月，大伦敦政府发布了《大伦敦空间战略———住房供应、废物、矿物资源的调整》。最终，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以适应国际经济格局的背景下，新一轮的伦敦规划———《规划更美好的伦敦》于2008年出台。


2．规划大纲


这次规划的主题是公平、经济、环境、安全、保护。其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规划方法来提升规划体系的价值，即市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更注重伦敦发展的方向、目标和定位，而不是伦敦现阶段的规划。为此，市政府将与各自治市的公共部门、私人部门一同确定伦敦规划的目标与措施。规划模式依然是“合作机制”———市长、各自治市公共机构、私人机构、公众之间的合作：市长负责编制伦敦战略规划；各自治市负责编制地方规划，并与伦敦规划保持一致；
 市长、自治市和规划小组共同编制次区域发展框架，并通过“增长走廊”提供跨区域合作的物质空间平台；在此过程中注重鼓励私人机构和公众的参与。多层次的合作关系保证了伦敦规划制定的公平性。

此次规划属于全伦敦的规划，不但要发展内城，更要充分发挥其他地区的潜在优势，特别是外伦敦。在2004年的伦敦规划中提出将伦敦分为五个次区域，即东伦敦、西伦敦、南伦敦、北伦敦、中伦敦。在本轮规划中强调各次区域之间的边界是可渗透的，加强和兼顾伦敦各次区域之间的联系与发展以达到均衡发展的目标。这也是伦敦规划自始至终坚持的一个主题。


3．重要政策


（1）确保经济的增长

从总体上把握伦敦的经济，保证区域的平衡发展，保证所有伦敦人都能够充分参加城市活动和分享经济带来的成果。规划政策包括：1）不同的次区域制定不同的经济发展框架继续支持外伦敦和东伦敦的发展．特别是泰晤士河地区的重建；2）支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方便融资并减少不必要的限制；3）对重点行业，如金融、商业、创意产业等，建立完善的履行框架；4）重视对新产业区的规划；5）充分利用2012年奥运会和残奥会的场馆和设施等。

（2）提供充足的住房

伦敦总人口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回升，家庭平均规模在逐渐减小，这意味着伦敦人对住房的需求已经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并且这种情形将会持续下去。因此，在现阶段整体经济情况下滑的背景下，住房的供应形势更加严峻，不仅要保证住房的数量，同时也要保证住房的质量、设计、配套设施等。

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伦敦的住房主要由地方政府提供；但是从80年代开始，私人部门提供的住房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同时从90年代开始，可负担住房的供应规模迅速扩大，并且大部分由住房协会提供。这表明未来伦敦住房主要由私人部门和住房协会提供，并且住房协会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大。

鉴于以上分析，本轮规划政策包括：1）确保一个住房供应的
 支持性规划框架，重点鼓励可负担住房的供应，包括将在未来三年内投资建设5万套可负担住房，通过利用公共部门投资和与开发商共担风险等措施来应对住房市场的挑战等；2）提高住房的质量和设计的标准，促进宜居的、可持续社区的发展；3）开发一个基于住房需求、容量、市场的资料库；4）提高空房使用率，增加住房开发密度，提高中等住房比例等；5）建立包括大伦敦政府、住房和社区机构（Homes and Communities Agency，HCA）、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开发商在内的合作机制，促进住房的供应。

（3）促进交通发展

交通的规划首先要从城市的合理布局入手，减少人们居住、工作、娱乐之间的距离，从而减少交通行程。但是在伦敦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城市中，对城市功能进行重新布局并不现实，因此主要从交通基础设施入手。

本轮规划的政策包括：第一，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过战略规划来支持连接伦敦东西部的地铁———十字铁路（cross rail）的修建；第二，进一步协调城市各功能区的合理布局，缩短交通行程，减少交通流量；第三，反对最近提出的希斯罗机场新建第三跑道的计划；第四，鼓励发展公共交通、自行车和步行交通系统；第五，支持泰晤士河和其他水路航运的发展；第六，不能忽视隐性交通成本，如二氧化碳的排放，空气、噪声污染等。

（4）环境治理

近几年来环境问题日益凸显，越发制约着伦敦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且居民开始越来越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因此政府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应对这一挑战，以保证伦敦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中发展。首先，要保证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其次，促进开放空间的保护，避免对开放空间、绿带、城市园林进行不适当的开发；再次，改善废物处理的途径，促进废物的回收利用；最后，保护历史文化环境。


4．经验及启示


大伦敦区的住房开发机制是政府机构、非营利性组织、私人机
 构之间的合作与竞争机制。伦敦政府除了在伦敦规划中提出的政策外，还制定了专门的住房文件———《伦敦住房发展战略》来保证住房的供应。两者均强调社会公平，明确提出了增加可负担住房的供应。首先要加大政府对住房的补贴力度———主要来自住房和社区机构的拨款，同时又要增加私人出租房中的公共投资；其次要鼓励非营利性组织和私人机构的参与，保障市场机制在可负担住房建设中的作用；最后，对可负担住房的建设数量、标准、途径都做了明确的规定。

北京首都经济圈的核心区域———北京的住房体系和政策的演变同伦敦一样，都是政府与市场力量博弈的结果，并在以政府主导的住房体系中逐渐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形成政府、市场共同作用的机制。同时，两者都注重社会公平的理念，目前已形成了包括廉租房、公房出售、重大工程配套商品用房、公房租赁等在内的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但该住房政策实际执行效果较差，可以考虑引入非营利性组织对其进行监管，保障可负担住房的数量和质量。


四、2011年《大伦敦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2]





1．规划背景


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伦敦经济处于缓慢增长态势，而人口持续增长、住房需求激增及人民对生活品质的一贯追求，致使伦敦的生活、交通、环境和基础设施使用面临巨大的考验。主要表现在公共资源供给不足、现有基础设施的利用率有待提高及公共设施投资网络亟须优化等。同时，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伴随着犯罪、吸毒等社会问题。此外，2012年伦敦奥运会举办之后为伦敦留下了奥运公园及主体场馆等宝贵资源，对其如何利用和开发也成为伦敦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


 2．规划内容


作为综合性的城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2011年制定的《大伦敦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详尽阐述了未来20～25年大伦敦区的经济、环境、交通和社会的整体发展框架。大伦敦区下属33个次级行政区的地方规划必须与其规划原则、政策导向相一致。它主要包括两部分：规划部分和政策部分，两者之间是提供依据和提供政策保障的互为依托的关系。前者涉及伦敦地方发展、市民生活、经济发展、气候变化、交通规划、居住空间以及规划的实施监督等方面。后者涉及及战略性政策和（自治市）发展框架准备，具体可参见图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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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　《大伦敦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的基本框架

对于加强城市经济竞争力，伦敦将继续鼓励传统产业如金融业、信息与通信技术、交通服务、旅游业等的发展，并利用丰富的研发与创新资源，不断推动新产业部门和新企业的持续增长以及基于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产业创新和政策创新。

为促进城市社会的融合，伦敦将采取四项措施：（1）提供足够的多元化住房、就业机会和基础设施等，满足不同人群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2）增加对劣势群体的政策倾斜（住房发展战略、健康保障公平性战略），减轻贫困者的负担；（3）提高就业者的教育或技能水平，促进劣势地区经济复兴等，增加就业以解决社会贫
 困和分配不公平的问题；（4）设计多元化的融合社区，促进不同族群社会的和谐发展。

为保护城市生态环境，伦敦将通过“绿色城市”设计，鼓励绿化工程，增加城市绿地空间来为城市“降温”，以适应环境变化；通过“低碳城市”设计，应用分散化的能源网络和利用可再生能源来减少碳排放，减缓气候变化；通过强化对自然环境和生物栖息地的保护，使城市充满活力、不断增长和实现多样化。

对于空间分区战略的导向，如图2-27所示，伦敦制定了潜力增长地区、机遇增长地区、强化开发地区及复兴地区等特别发展区域的分区战略，制定有针对性的地区发展规划；对外伦敦、内伦敦及中央区的产业发展和交通网络进行分析，为减缓不同圈层经济社会差异、区域协调发展和区域合作提供路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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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7　大伦敦区未来空间发展战略规划


3．经验及启示


本次规划的特点包括：

（1）有效构建多元参与体制。


 （2）高度关注社会公平问题。

（3）强调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并重。

（4）协调整合区域空间发展战略与交通规划。

（5）科学制定区域规划实施—监督—反馈体系。

本次规划对我国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启示包括：

（1）亟待加强新区域主义规划理念。

（2）综合协调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环境保护。

（3）逐步提高公众参与意识和能力。

（4）协调衔接多尺度空间规划层次。

（5）积极探索规划实施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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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巴黎首都圈经济结构调整经验

巴黎被称为世界浪漫之都。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其演化过程并不浪漫。在许多古典浪漫主义的文学家笔下，巴黎曾经充斥着大量拥挤的贫民窟、肮脏不堪的小巷子、污秽淤积的塞纳河、黑烟笼罩的天空。然而，如果今天有幸站在卢浮宫的花园高台上向四周放眼望去，蓝天白云之下的巴黎被掩藏在一片片金碧辉煌、古色古香的建筑群之中。事实上，巴黎只是在最近半个多世纪进行了数次城市规划调整之后，才拥有了这份城市荣耀。





一、巴黎首都圈概况


（一）历史沿革


巴黎市起源于公元前3世纪中期巴黎斯人———高卢人的分支———建立的定居点，巴黎因此得名。
 公元508年，法兰克王国定都巴黎，巴黎在随后将近1 000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西方国家最大的城市之一，在16—19世纪也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巴黎的现代化进程起始于19世纪，工业革命使得这座城市的移民数量迅速增加。为创造更加健康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拿破仑三世（NapoléonⅢ）决定彻底改建首都巴黎。1853年，拿破仑三世任命乔治·奥斯曼（Georges Haussmann）为巴黎长官。奥斯曼采取多种措施提高了巴黎的卫生水平，并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大道和各具特色的公园。从1855年起，巴黎举办了一系列世博会，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文化底蕴和经济实力。在1880—1914年的“美好年代”期间，巴黎经历了一次文化复兴运动。现存的里昂车站和塞纳河亚历山大三世桥都折射出那个时代的建筑风格。


（二）地理范围


本书的巴黎地理范围沿用大巴黎区的概念，统一称为“大巴黎区”。

大巴黎区位于法国北部，由巴黎市和埃松、上塞纳、塞纳马恩、塞纳圣德尼、瓦勒德马恩、瓦勒德瓦兹和伊夫林等7省组成，是法国22个行政大区之一（具体地理位置可参见图3-1）。全区面积1﹒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比例为2﹒2%。

以巴黎市为中心，沿塞纳河、莱茵河延伸，大巴黎区在空间上分为三个圈层，每个行政圈层的具体情况可参见表3-1和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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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大巴黎区行政圈层主要指标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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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大巴黎区在法国的地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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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巴黎市区范围示意图


 （三）人口资源


巴黎市在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人口过百万的大城市（1846年105万人），后来城市人口继续增加，到1921年达到了291万人。之后，巴黎市区人口开始逐渐减少，现在只占大巴黎区总人口的1／5。纵观大巴黎区人口的变化，参照大都市圈人口空间格局变化模式，可以认为大巴黎区到现在还处于逆城市化阶段。突出表现为巴黎市区人口减少，郊区（包括内郊区和外郊区）人口持续增加，特别是外郊区地区人口增加迅速，并且整个大巴黎区的总人口持续增加。

目前，巴黎市区人口总数已经达到220﹒157 8万人，继1982年后，再度突破220万人大关。大巴黎区人口1 186﹒7万人（2012年），人口密度约982人／平方公里。其人口规模上远小于北京首都经济圈（北京市2 069万人、天津市1 413万人、河北省7 287万人
[1]

 ），但已是欧洲人口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其他几个城市可参见表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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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2010年欧盟人口最稠密的五个地区

资料来源：巴黎市统计年鉴，2012。

大巴黎区拥有法国最优越的人力资源，聚集了全国45%的研发人员、40%的大学生和42%的私人企业工程师，其从业人员中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知识分子所占比例高达26﹒6%，远高于法国其他地区11﹒7%的平均水平，从与欧盟的横向比较来看，也毫不逊色，可参见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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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大巴黎区人力资源与法国及欧盟的对比

资料来源：巴黎市统计年鉴，2012。

从就业量来看，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大巴黎区就业人数总体呈缓慢增长趋势，如图3-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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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大巴黎区1999—2009年就业量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从大巴黎区失业率情况来看，其虽远高于北京首都经济圈城镇登记失业率（北京市为1﹒27%、天津市为3﹒6%、河北省为3﹒69%），但已远低于同期法国全国水平和欧盟水平，可参见图3-5和图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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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大巴黎区失业率（2008—2011年）

说明：2008—2010年为年均失业率；2011年为第三季度失业率。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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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巴黎首都经济圈失业率的横向比较

资料来源：巴黎市统计年鉴，2012。


（四）经济实力


大巴黎区在法国占据中心地位，拥有全法国22%的从业人口、22%的工业就业岗位和26%的投资总额，该地区产值占全法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7%。全法国38%的公司总部，50%的研究机构，70%的保险公司总部，96%的银行总部和法国2 300家跨国公司、
 400多家国际组织总部均设在大巴黎地区。此外，自2005年以来，巴黎还取代伦敦，成为欧洲吸引外资最多的城市。大巴黎区和法国主要指标比较如表3-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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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大巴黎区和法国主要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2012。

大巴黎区也是欧洲最具实力的五大经济区之一，它是连接南北欧洲的重要枢纽，大巴黎区与欧洲主要经济圈国民生产总值的对比可参见图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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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欧洲主要经济圈国民生产总值对比

资料来源：巴黎市统计年鉴，2012。


 作为国际性经济圈，大巴黎区的进出口贸易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德国是大巴黎区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其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地主要是美国。大巴黎区进出口贸易情况如表3-4所示，外国直接投资情况如表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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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大巴黎区主要贸易伙伴

资料来源：Direction intterrégionale des Douanes d-like‐de‐France（Pairs Region cus‐toms department）。巴黎市统计年鉴，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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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大巴黎区外国直接投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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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Invest in France Agency and PREDA。巴黎市统计年鉴，2012。


（五）产业结构


从产业结构与布局情况看，通过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工业分散化政策，大巴黎区产业结构日趋高级化。2013年大巴黎区三大产业就业比例为0﹒3:11﹒9:87﹒7，第三产业已占据绝对优势，其中旅游、文化、教育和生活艺术业高度集聚，巴黎当之无愧为世界著名的文化艺术之都。

尽管工业不再是大巴黎区经济的主要支柱，但大巴黎区仍是法国乃至欧洲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其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4，该区的飞机、汽车、服装、化妆品、医学、电子等工业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占有重要地位。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从商业分布情况看，大巴黎区的商业中心并不在巴黎核心区，而位于北面的近郊和远郊，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巴黎市区的就业功能大于居住功能。上述布局特点是与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巴黎地区产业布局调整目标相吻合的。巴黎市区核心作用与国际其他地区的比较，可参见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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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6   巴黎市区核心作用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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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7中国都市圈评价报告》。


（六）功能定位



1．巴黎市CBD区


巴黎CBD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中央商务区）的主导产业———金融业是巴黎中心四区的首要产业。从集聚角度观察，金融业的表现也最为突出，其从业人数占整个巴黎市从业总人数的67%，占巴黎中心四区从业总人数的25%。因此，金融业作为巴黎中心四区的主导产业，其地位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巴黎市CBD区（中心四区）的面积不足巴黎市总面积的0﹒19%，而且金融业在该区高度集聚，但区内的制造业在某些领域的地位仍是其他地区无法取代的，最突出的是出版印刷业。出版印刷业的从业人数只占巴黎中心四区的从业总人数的3%，但其集聚度高达46%。经过多年的产业调整，这种都市型制造业依然在地价高昂的巴黎市CBD区生存下来并得到以发展。
[2]




2．内环


从从业人数的角度来看，巴黎市内环七区的第一大产业是政府和教育业。这一圈层与巴黎CBD区（中心四区）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差异。首先，教育业在这一圈层高度集聚。其次，金融业在该圈层的从业人数锐减，从业人员只有112万人，占巴黎市总就业人数的8%，远低于CBD区的918万人、占比67%的水平。纺织和服装业与出版印刷业在这一圈层的集聚度仍然比较高，企业数量和
 从业人数分别占巴黎市总量的46%和39%、同行业总量的31%和32%，与CBD区形成了良好的产业转移与衔接关系。


3．外环


巴黎市外环的主要部门与内环类似，是政府和教育业、生产性服务业和商业。由于这一圈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因此政府和教育部门、生产性服务业和商业的从业人数在此圈层最多。在巴黎市的外环，服装业的从业人只占巴黎市同行业从业人数的14%，占外环全部从业人数的0﹒005%，只有3 000多人从事这一行业，相对于CBD区和内环有较大差距，集聚之势已如强弩之末。出版印刷业从业人数远高于CBD区和内环，近15 000人，占巴黎市同行业从业人数的38%、占外环全部从业人数的2%，是外环制造业中从业人数最多的行业。



注释


[1]
 根据2012年相关数据整理。


[2]
 巴黎市统计年鉴，2012。





二、巴黎首都圈经济结构转型规划的演变历程

从19世纪末开始，巴黎的城市发展进入扩张阶段，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市扩展对交通体系、公共设施建设、城市容量以及社会服务体系等产生了较强的诉求。在此背景下，法国相关部门提议建立以巴黎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圈，以更大范围疏解和分散城市发展压力，统筹更大区域范围内的空间和产业布局。到19世纪末，巴黎大都市圈建设已先后进行了六次规划，每次规划都根据时代背景的变化以及城市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调整和完善。

第一次大都市圈规划（PROST规划），出台背景是巴黎中心地区向郊区扩散的现象日益显著，进而形成城市扩张和管理压力，此次规划的主要目的在于抑制这种扩张，规划重点是对巴黎城区内的建设进行调整和完善。规划设定了以巴黎圣母院为中心半径的区域范围，重点对这一区域的道路结构、绿色空间保护和城市建设范围作出详尽规定。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一规划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城市向郊区的扩散，但同时对巴黎市本身的经济扩展产生了限制作用。


 第二次大都市圈规划（PARP规划）。此次规划仍旧以“限制”为主要思想，但仍未能重视巴黎地区人口规模的迅速扩张和城市容量压力的增大，规划的重点仍然在城市建成区内的结构布局、交通结构以及住宅建设等方面的改善。不过此次规划比第一次更加详尽，部分规定甚至严苛。

第三次大都市圈规划（PADOG规划），此次规划的范围重点依旧在城市聚集区内，对城市向郊区的扩张继续采取遏制的态度。但此次规划首次提出“新城”的概念，即提出通过建立新的城市发展极来带动大区域的均衡发展，将新城建设作为城市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第四次大都市圈规划（SDAURP规划），与前三次规划相比，此次规划产生了较大进步和转折。规划的主要亮点在于突破了对现有建成区用地范围的限制。特别是在城市的空间布局上，提出通过开发新城来作为中间地区的中心和增长极，通过这些新城来容纳新增就业人口及建设项目，拓展城市发展空间和经济增长极；并且提出将八座新城沿交通干线布局，形成两条平行的发展轴线。

第五次大都市圈规划（SDAURIF规划），规划延续了第四次规划关于轴线—多中心空间城市发展格局的基本原则。变化之处在于：本次规划仍强调城市扩展和空间重组，但更加强调对现有建成区域的改造与完善，同时强调了对自然空间的保护。

第六次大都市圈规划（SDRIF规划），此次规划是对第四次和第五次规划的延续和完善，主动适应当时国内经济和世界经济格局的发展变化。界定了巴黎大都市圈的地位和功能，阐述了区域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着重从环境保护、城市空间整合和运输系统建设方面进行了细化和说明。

总体看来，1965年是巴黎地区城市规划的转折点。巴黎地区的城市规划的发展战略实现了从“以限制为主”到“以发展为主”的转变。

1965年以前，巴黎地区的城市规划主要采用强制性的限制政策，试图压缩巴黎市的发展规模。PROST规划、PARP规划和PADOG规划均采取了以限制为主的保守态度。区域规划者的视野仅仅局限于城市建成区现状，并没有将扩大城市规模纳入规划范畴
 之中。1965年的SDAURP规划提出城市发展轴线和新城等概念，为城市建设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构架了区域空间格局的雏形。对未来的区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城市规划者的视野扩大到市郊，促进了整个巴黎地区协调有序的发展。

1965年以后的三次规划方案继承了以推动巴黎地区整体均衡发展为核心的城市发展思路。将人为限制城市建设区的扩展转变为有计划地为城市建设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增加了通过扩大城市发展空间解决城市问题的途径。多中心的空间概念也从城市建成区延伸到整个巴黎地区，从而使区域的城市空间布局更具灵活性，适应了世界城市竞争的时代要求。

总体上，巴黎的六次大都市圈规划经历了由前三次的“适度限制”到后来的“有序扩张”的历程，对该六次规划的梳理总结可参见表3-7。目前巴黎大都市圈已经成为法国的主要经济增长极，也是全球重要的经济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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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7   巴黎六次都市圈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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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黎首都圈经验借鉴


（一）总部经济



1．总部经济概念


总部经济是指某区域由于特有的优势资源吸引企业总部集群布局，形成总部集聚效应，并通过“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辐射带动生产制造基地所在区域的发展，由此实现不同区域分工协作、资源优化配置的一种经济形态。发展总部经济可以为区域发展带来
 多种经济效应，如税收效应、产业乘数效应、消费效应、就业效应、社会资本效应。大批国内外企业总部入驻，可以提高区域知名度、信誉度，促进区域政府提高服务质量，优化商务环境，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推进多元文化融合与互动，加快城市国际化发展。


2．大巴黎区总部经济发展概况


巴黎在长达1 000多年的时间里都是法国最大的城市，自第一个王朝定都之后到法国大革命一直作为国家的都城，经济文化底蕴丰厚。2009年世界500强企业有29家总部位于大巴黎区，具体情况可参见表3-8和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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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大巴黎区世界500强总部数量

资料来源：丝奇雅·沙森．全球城市．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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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    大巴黎区其他总部入驻数量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和经济研究所。

除商业及制造业企业外，大巴黎区还吸引了众多大型服务型企业的总部入驻，可参见表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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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0    2012年大巴黎区国际商务服务机构入驻数量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在法国全国范围内，大巴黎区的总部经济优势更加明显，如表3-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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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1    大巴黎区在法国国内的总部经济优势

资料来源：《2007中国都市圈评价报告》。

大巴黎区的总部聚集一方面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为市政收入提供了坚实的税基，总部聚焦所带来的就业岗位数量，以及大巴黎区入驻的世界500强企业的收入、盈利情况如表3-12和表3-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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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2    大巴黎区规模前十的企业总部雇员数单位：人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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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     2013年大巴黎区入驻世界500强公司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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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财富中文网相关数据整理得到。


3．大巴黎区发展总部经济的经验借鉴


（1）加强人力资本积累

大巴黎区是教育事业的中心。法国著名的法兰西学院、巴黎大学、综合工科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桥路学校以及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均设在大巴黎区。除了优质教育培养出来的一系列优秀人才为大巴黎区总部经济提供动力外，巴黎作为国际性大都市，每年也会吸引世界各地的众多人才。

（2）建设便捷的公共交通

大巴黎区有三座国际机场：位于大巴黎区东北部的夏尔·戴高乐国际机场（Aéroport International Charles de Gaulle）、南部的奥利机场（Aéroport de Palis‐Orly）以及距巴黎市区85公里的韦伯机场（Aéroport de Beauvais）。巴黎地铁是巴黎市内交通的主力军，共有14条主线、2条支线，站点遍布市内，其中最新建成的14号线非常现代化，是一条全自动无人驾驶的线路。公交线路有50余条。连接市区与法兰西岛其他地区的交通由巴黎城际快速铁路（Reseau Express Regional，RER）负责，共有5条线路（A～E），它们亦贯穿巴黎市内。巴黎市区的四周还有4条有轨电车（Tramway）线路。巴黎是法国的中心，从巴黎前往法国各地极为方便，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已经建成多条高速轮轨列车（TGV），从巴黎前往里昂只需2小时，去马赛3小时。2007年4月巴黎与斯特拉斯堡之间的TGV也正式完工。


 （3）完善法律相关服务

大巴黎区拥有健全完善的法律制度，为各企业落户提供各方面的保障，在13区、15区、18区、19区和20区分别设有5个法律服务点，与国家、大巴黎区、省法律服务中心（CDAD）及相关区政府开展合作。每个法律服务点都安排有面向大众的专业化法律服务，主要涉及家事法、劳动法、住宅法等方面。


（二）服务经济



1．服务经济概念


服务经济是近五十年来才崛起的新的经济形式，它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涵盖了服务业以及对外服务贸易的广阔的市场经济门类与形式。在西方国家，服务经济已基本形成相对成熟的体系，并有自己的运作方式。


2．大巴黎区服务经济发展概况


巴黎是法国经济的中心，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巴黎区第三产业比重稳步增长，第一、二产业比重呈下降趋势，如图3-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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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大巴黎区产业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Eurostat统计。

服务业的发达不仅表现在总体规模大、吸纳就业比重高，还体现在服务业内部结构更加合理和主动：其中金融保险、房地产、商务服务以及公共管理、医疗、社会工作、社会和个人服务小幅上升。具体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情况可参见表3-13、表3-14以及图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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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3     2009年大巴黎区三次产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巴黎市统计年鉴，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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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大巴黎区分产业就业人数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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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4    大巴黎区服务业结构特征及变化

资料来源：Kim Hun‐Min，2004．


3．巴黎服务经济发展经验


第一，巴黎在现代服务业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市场化、产业化和社会化的原则，同时也重视政府在规划引导区域和产业发展中的作用，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主要表现在发展政策、经营方式、投融资形式、政府的职能作用等方面。

第二，巴黎服务业的经营模式重点突出了四个方面：特色产业、规模产业、优势产业和传统产业。巴黎的特色正是其浓厚的历史文化氛围。巴黎的特色服务业也是围绕历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核心，烘托城市的整体氛围。如巴黎的旅游业以历史文化为底蕴，以河流的旅游开发为灵魂，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传统格局、景观风貌，并使它们与现代文化形态交织，相得益彰，以便烘托出现代城市的历史文化氛围，大巴黎区各景点游客人数统计可参见表3-15。巴黎的商业以时尚风情为魅力，将巴黎构建成现代、休闲、购物、美食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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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5    大巴黎区景点游客人数


 第三，规模是提高服务业效率的有效途径。巴黎服务业的另一个特点是发展具有聚集优势规模的产业，如该区的金融保险业集中了欧洲最重要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其金融辐射作用可涵盖至世界各地。会展经济每年吸引了众多国际机构和著名企业齐聚巴黎，仅2003年就有500多个地区性及国际性会议和展览在巴黎举行，商业性的会展更是不计其数，仅每年一次的国际航空展、汽车展就吸引了数百万人前来参观，带来数十亿欧元的收益。大巴黎区历年来举办的大型国际展会情况可参见表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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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6    大巴黎区举办的大型国际展会数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2012。

第四，巴黎的优势产业集中在知识和技术密集的行业。其建设规划设计机构每年承接世界各地数以万计的开发和建设服务、科技服务等项目。同时，巴黎还将传统服务业赋予新的内容，主要是注入新的业态、新的技术和新的包装，如商业百货业、餐饮业、运输业等。


（三）知识经济



1．知识经济概念


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明确定义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knowledge based economy），第一次提出了这种新型经济的指标体系和测度。1997年美国官方提出了“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的概念，基本内涵同经合组织提出的大致相同。但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在关于知识经济的具体指标和构成上有很多说法，尚未统一和明确。比较通行的认识是知识经济包括四个层次的产业内容：（1）以信息技术、现代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高科技的产业化形成的“高技术产业”；（2）以现代高科技为手段的文化娱乐业，如影视、音乐、文化旅游、电子游戏等方面的产业，不仅包括高科技的产业化，也包括文
 化知识的产业化；（3）新教育产业，是用现代高科技手段武装起来的、以传播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文化为中心任务的产业；（4）企业策划、广告创意、规划、咨询活动组成的“脑业产业”，以各类社会科学为知识基础，对企业、政府、事业单位和个人进行各种规划设计等活动。


2．大巴黎区知识经济发展概况


大巴黎区目前现形成的现代新型工业，如电子、电器、计算机等高科技工业已经成为了巴黎工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巴黎的重要工业，如电子、汽车、飞机、造船和服装业等，在欧洲乃至全世界都具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雷诺和雪铁龙汽车公司都位于大巴黎区，它们生产的汽车半数以上供应全球市场。巴黎还是世界服装业的首都，在巴黎有2 280家服装店（包括皮尔·卡丹在内的23家高级时装公司），每年设计生产3 500多种新式服装，这些服装大部分出口到国外。另外，巴黎还是世界化妆品生产中心。


3．大巴黎区的知识经济发展经验借鉴


（1）以人才培养为保障

大巴黎区是教育事业的中心。法国著名的法兰西学院、巴黎大学、综合工科学校、高等师范学校、国立桥路学校以及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等均设在大巴黎区。其中，巴黎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创建于1253年。大巴黎区还有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等。另外，大巴黎区有一种专门培养“精英”的学院，叫“大学校”（Grandesécoles），学生数量不多，但质量很高。大巴黎区教育方面的具体情况，可参见表3-17和图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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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7     大巴黎区2003—2004年高等教育注册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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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屠启宇，金芳．金字塔尖的城市（国际大都市发展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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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1995—2012年巴黎市教育经费支出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2）以政府资金投入为支撑

巴黎市政府历来重视研发资金的投入，科研经费投入总量和人均科研经费支出均列欧盟地区首位。大巴黎区科研支出具体情况可参见图3-11、图3-12以及表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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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2005—2010年巴黎市政府科研支出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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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8      2009年欧盟主要经济圈研发支出    （单位：百万欧元）

资料来源：Euros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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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欧盟主要经济圈人均研发支出

资料来源：巴黎市统计年鉴，2012。


 （3）以社会科研机构为重要补充

大巴黎区科研机构从业人员状况如表3-19所示。

[image: picture]


表3-19    2012年大巴黎区公共研究（有酬）注册人数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4）以文化创意产业为发展龙头

大巴黎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壮大，与政府导向、协会管理、企业运作密切相关。政府管理和产业政策是巴黎时尚产业能够很好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持条件，如表3-20和图3-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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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0    文化创意产业的政府支持

资料来源：金元浦．北京走向世界城市———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北京科技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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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3　2007—2012年大巴黎区出版专利数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电影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产品和宣传本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一直受到法国创作者的重视，大巴黎区电影生产量占法国电影生产总量的3／4，世界电影市场排行情况如表3-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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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1    2006年世界电影市场排行榜


（四）绿色经济



1．绿色经济概念


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


2．巴黎环境问题现状


20世纪80年代，大巴黎区已有285块公共绿地，总面积约355公顷，1981—1999年，经过近20年努力，绿化面积达到22﹒3%，人均绿地面积13﹒94平方米。

截至2012年，大巴黎区拥有4座国家级森林公园、4座省级森林公园、9座地区级森林公园，其整体生态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尚属优良级别，空气质量和主要污染物指标也趋于稳定（可参见
 图3-14、表3-22和表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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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大巴黎区绿化面积示意图

资料来源：巴黎市统计年鉴，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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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2    大巴黎区空气质量（天数）单位：天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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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3    大巴黎区主要空气污染物指标单位：微克／立方米


 但是，大巴黎区的环境也面临诸多现实问题：

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编制的《都市年鉴计划》的数据（2012年），从水消耗、能源消费、二氧化碳排放、废弃物排放四项主要指标来看，法国均超过国际平均水平，尤其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国际平均值的1﹒5倍（见图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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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大巴黎区污染程度的指标比较


3．大巴黎区治理环境污染的经验借鉴


2009年4月，法国公布了新的对大巴黎区进行改造的宏伟计划———“大巴黎计划”，这是一个以环保、低碳宗旨为指导的、全面的巴黎未来城市设计。其中，城市改造的“绿色规划”理念为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1）以“紧凑性”和“均衡性”相互补充为原则

由于大巴黎都市区的发展，“多中心”模式似乎并没有解决城市空间无限扩张的问题，由此，“紧凑性原则”成为本次规划的第
 一个重要的原则。

抛开理论层面的讨论，而更注重实践。从交通和机动性方面来说，紧凑性缩短了通勤的距离并减少了通勤的时间。同时，能源成本、网络消耗、生态占有都降低到最小限度；从社会角度来说，都市的居民因此被聚集在一起，这样一种聚集型生活方式不但在文化上，而且在社区建设上也都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在城市建设上，基础设施投资和交通建设成本也因此降低。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未来的巴黎将有效地利用现有土地，同时通过绿化带形式严格限制都市区的无限扩张。让巴黎市成为一个更紧凑、更集中、更高效的城市。

在“紧凑性”理念指导下，也需要关注地区经济社会的均衡增长，因此，“均衡性”原则成为其重要的补充。

随着外围人口、经济的发展，强烈需要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重新定义巴黎市区与其外围圈层的关系。为此，一个紧凑型的多中心、均衡增长结构成为新的增长点。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巴黎近郊区的一些增长极，可以通过新的交通方式进行连接，从而增强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形成一个多中心紧密型的都市区。这样一来，工作地与居住地之间的距离将会大大缩短。此外，可以确保城市生活所需要的要素都将在每个极点中出现。同时，每个极点也将以符合自身特点的方式发展，地方性特征得到增强，城市特征性也在流动性增强的情况下变得更加多样化。

（2）调整现有交通布局，从“密集型”向灵活的“轻便型”转变

目前，大巴黎区的交通方式主要由铁路、公路构成。由于历史原因，铁路和公路的走向均以巴黎市中心为目的地。这种交通方式的特点就是：巴黎市中心交通极为便利，但与郊区则联系不够；市中心交通网过于“密集”；市中心汽车尾气污染远高于郊区。在巴黎郊区，受当前大巴黎区交通网络的影响，70%的人还只能依靠私家车，这是唯一的交通方式。公共交通也大部分都是以巴黎为中心呈放射状的形态，这就强迫人们必须要到达市中心，并造成上下班
 高峰期市内交通网负荷过大。从长远来看，这种状况影响都市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从环境的角度来看，这种交通布局也是不可提倡的，因为私家车的人均能源消耗是公共交通的8倍以上，其人均每公里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则是公共交通的50倍以上。对此，未来的巴黎郊区交通目标是：完善现有的放射状的交通网络，并辅以环状网络作为补充，因地制宜地采用有轨电车和有轨无轨混合电车等交通工具。这些措施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效率，降低污染并尽量降低和减少人们对于私家车的依赖。

目前提出的解决城市交通问题、加快绿色出行建设的方案：对于市区与郊区的通勤工具，一种叫作“MF2000”的新型环保地铁列车，已在巴黎正式投入使用。这种更加清洁而且低能耗的新型列车开始在巴黎的三条地铁线路上率先运营。新型地铁列车的最高时速将由目前的每小时100公里下降为每小时70公里，节省了30%的能源消耗。新型地铁列车还采用新型空气交换系统，在每个座椅下都装有通风输气设备，使旅客们在乘坐地铁时不再为污浊的空气而发愁。

对于市内交通而言，为减少城市空气污染、改善交通拥堵状况，从2007年7月15日起，巴黎政府开始推行“自行车城市”计划。从政府层面启动了“Velib”（自行车自助出租服务），鼓励市民尽量选择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这场由巴黎政府掀起的“自行车革命”不是号召每个人购买一辆自行车，而是市政府将特制的、高质量自行车安放在全市各个角落的自行车站，同时利用一套电子智能系统来管理人们对于自行车的租借、使用和存放。使用自行车自助出租服务的人需要提前成为“会员”，短期“会员”是一天l欧元、一周5欧元，而交纳29欧元就可以成为全年“会员”。从2007年7月15日开始，所有“会员”在巴黎的750个无人管理的自助自行车站，可自行骑用总数达10 648辆的出租自行车。对于非“会员”的散客来说，租车后的前30分钟内享受免费待遇；30分钟后将累计计时收费，旨在用经济杠杆提醒用户“随用随骑、骑后速还”。值得称道的是，巴黎市这项政策的实施没有动用纳税人
 的钱，是政企双赢的结果。这一项目的开发商为国际户外广告巨头法国德高集团（Jcdecaux）。巴黎市政府将市区1 600多个广告牌的10年使用权交给德高集团，以换取此项投资，并可以享受项目带来的利润。德高集团除了支付项目启动费用外，还将提供自行车和项目职员的工资。在未来10年中，该集团还将负责自行车的修理费用。今天，自行车俨然成为巴黎市继地铁公交、私家车之外的第三大交通工具。“Velib”计划被视为法国城市的一场绿色革命。

同时，巴黎市政府的目标是在2020年前将市区汽车流量减少四成。为此，在市长德拉诺埃（Delanoe）的推动下，巴黎市区开始“有预谋地排挤”私家车———加宽公交车道、减少私家车道、削减停车位、提高停车收费标准等一系列强力措施相继出炉。大巴黎区现在又准备推出一项更前卫的环保计划：提供自助式电动汽车出租服务的绿色方案。巴黎市相关部门在巴黎各地安排4 000辆电动汽车，以方便人们短途出行。这是全世界的首都城市推出的第一个出租电动汽车服务。德拉诺埃告诉法国广播电台：“它将彻底改变巴黎的交通状况。”这种被称作“Autolib”的自助式电动汽车出租服务是巴黎市长实施的下一步绿色交通措施。根据这项方案规定，用户无须预约，就可以在巴黎市的任何一个供应点开走一辆电动汽车，用完后可以将它留在任何一个允许停车的地方。德拉诺埃已经将该项目需要提供的电动汽车数量从2 000辆增加到4 000辆，并将试行区域扩大到环路以外。巴黎市将设置700个Autolib汽车停放点，其中有200个位于地铁附近。用户可以在该市东部开走一辆电动汽车，旅行结束后将它停放在西部地区。巴黎各地都将设有电动汽车充电点。巴黎市长将该项目形容为“一个绝对清洁的个人出行系统”。

（3）降低巴黎对生态的占有

除了在空间上进行调整之外，城市内部的生活也是关注的重点。

从整体上来看，巴黎市管理人员认为当前供给城市运转的能源的消费、生产体系并没有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城市的新陈代谢能力不足，从而导致城市的污染物、废弃物排放量过大。面临能源及环
 境挑战的压力，迫切需要在“能源利用的多样化”及“降低能源需求”两个目标的指导下建立两套新的能源循环消费、生产体系。

目前，大巴黎区能源利用比较单一，利用效率也不高。每年只有12%的废弃物被重新利用；焚烧产生的热量也只有41%被再次回收、利用。与此同时，大巴黎区每年产生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是国际平均水平的1﹒5倍以上；废弃物排放量高于国际水平2﹒8倍。
[1]

 因此，巴黎市正在致力于规划、调整能源的利用方式和效率。在流入渠道上，对于进入城市的食品、能源、日用品要加以控制，尽量减小流入量；在中间消费环节，则需要优化循环系统的功能，让尽可能多的废弃物进入回收利用的循环。通过这两个环节的科学、集中的管理，最终将污染及废弃物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在能源利用方面，扩大能源利用方式的多样化和多利用可再生能源也是减小对生态占有的重要方面。


4．巴黎都市农业发展的经验借鉴


巴黎注重农业生产功能的实现，将农田作为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隔离带。

第一，注重农业生产功能。大巴黎区是法国农业最先进的地区之一，出产甜菜、小麦、燕麦、蔬菜和葡萄。在大巴黎区11 963平方公里的都市近郊和远郊土地中，农业用地占50%（其中，农作物用地占农业用地的97%，草地、果园和花卉用地占农业用地的3%）。

大巴黎区的农业生产是以私人农场为主，其生产与经营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大中型农场为主，约为农场总数的80%；二是农业生产结构以谷物种植为主，鲜活副食品生产为辅。

第二，发展都市景观农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巴黎区的都市农业特别强调农业调节城市气候、净化空气、营造自然景观等生态功能。尽管市政建设需要大量土地，但巴黎政府极力保证农业用地、公共绿地面积的稳步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巴黎区的绿地仍以每年大约100公顷的速度继续增长。


 第三，梳理农业会展业典范。巴黎国际农业博览会有“巴黎最大的农场”之称，其起源于1964年，在每年3月举办。其主要功能有：一是农产品的宣传功能；二是农业教育功能，参观者可以自觉接受高质量的生活技能培训；三是农业产品质量评比功能，获奖的商品将身价倍增，并引导消费新潮流；四是经济拉动效应，每届展会会带来近5 000万欧元的门票收入，给法国农户、政府以及巴黎城市餐饮、旅游带来的间接收入更加难以估量。

第四，城郊休闲与体验农业。巴黎政府提出，将田园与地上建筑物有机融合，不搞大规模公园，也不搞“摊大饼”城市建设；要通过适度规模的田园组团与适度规模的地上建筑组团的科学排列组合，让市民能经常进入田园体验，以和谐地共享现代城市文明和现代田园文明。在法国，乡村农业观光度假已成为居民休闲的首选。


（五）临空经济


巴黎拥有3个国际机场，80多个国家的200余家航空公司在机场设办事机构。巴黎地区3个国际机场每年接待3 500万游客，平均每个机场5分钟就有一架飞机起降，年起降超过34﹒8万架次。2012年大巴黎区航空港带来的产值占区域总产值的30%。大巴黎区的主要航空港指标可参见表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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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4    大巴黎区航空港主要指标

资料来源：法国航空联合处，2011。

在巴黎市的3个国际机场中，最重要的是巴黎夏尔·戴高乐机场，其主要服务的航空公司有：法国航空（占机场总运量的
 54﹒7%）、Easy Jet（占机场总运量的6﹒5%）、汉莎航空（占机场总运量的2﹒8%）、美国达美航空（占机场总运量的1﹒5%）和XL Airways（占机场总运量的1﹒4%）。2011年按客运量来计算，夏尔·戴高乐机场以6 100万人次排名欧洲第二（仅次于伦敦希斯罗机场（6 590万人次），高于法兰克福机场（5 300万人次）），世界第七。夏尔·戴高乐机场在2012年6月底启用2E候机楼M候机厅后，其运力达到8 000万人次。

按航空运输量（飞机起降量）来计算，2010年夏尔·戴高乐机场以499 997架次的起降量位列欧洲第一、世界第十。按货运量来计算，2010年夏尔·戴高乐机场位列欧洲第一（2 399 067吨货物）、世界第六。按提供的停机位数量计算，夏尔·戴高乐机场以235个停机位在世界上排名第三。按提供的登机口数量计算，夏尔·戴高乐机场以210个登机口在世界上排名第一。


（六）临轨经济



1．巴黎临轨经济发展概况


巴黎地铁（Le Métropolitain de Paris，简称Métro）是法国巴黎市的地下捷运系统，由巴黎大都会铁路公司（Chemin de Fer Métropolitain de Paris）负责营运。目前，巴黎地铁总长度221﹒6公里，有14条主线、2条支线，合计380个车站、87个交会站。巴黎地铁分成两个系统：运行的范围在二环之内的系统，叫作Métro，这个系统一共有16条线，用数字表示，即M1～M14、M3bis和M7bis；运行的范围超出二环的系统，叫作RER，一共有5条线，用字母表示，即RER A、B、C、D和E。

巴黎地铁的拓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修筑路线以巴黎核心路网为主；20世纪30—50年代，路线扩展至近郊；20世纪60—80年代，以建设巴黎城际快速铁路（RER）的路网为主，整体路网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完工。巴黎市有一个说法：“无论您站在巴黎市区的哪一个点，离您500米内
 肯定有个地铁站。”从中可以反映出巴黎地铁网点的密集程度，如图3-16和图3-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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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巴黎市区地铁示意图


2．巴黎临轨经济运营成效


巴黎地铁的客流量在刚刚过去的十年内增长了30%：1995年的客流量为10﹒3亿人次，2005年的客流量为13﹒7亿人次。另外，在这十年间，周末的客流量亦增加了50%。早班高峰客流集中在8：30—9：00这一时段，而晚班高峰则一直延续到20：30。为此，巴黎地铁于2006年开始增加发车频率，不过目前仍然常有列车在周末或深夜塞满了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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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大巴黎区轨道交通示意图

目前，巴黎地铁每天运载乘客量超过600万人次。以法兰西岛大区为例，该区内每日的“通勤族”人数达到了2 500万，其中乘坐巴黎地铁的有450万人，占18%，略高于乘坐公交车的人数（约占16%）和乘坐巴黎城际快速铁路、远郊铁路的人数（总共约占15%）。
[2]

 对于200万居住于巴黎市区的居民而言，由于路面交通堵塞，地铁就成了他们出行的首选交通工具。在巴黎市区内通勤族当中，乘坐地铁和巴黎城际快速铁路的比例高达50%，远远高于乘坐私人交通工具的比例（26%）和公交车的比例（17%）。


 从城际交通来看，法国国家铁路公司（SNCF）已经建成多条高速轮轨列车（TGV），从巴黎前往里昂只需两小时，3小时可到达伦敦、布鲁塞尔、瑞士，5小时可到达地中海。大巴黎区的公共交通情况可参见表3-25和表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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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5    大巴黎区轨道交通数量

资料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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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6     2012年大巴黎区公共交通主要指标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铁路网相关资料整理。

巴黎地铁不仅有运输功能，还犹如一个“地下超市”。巴黎地铁中设有人工销售商业点800余家，饮食店、书店、服装店、照相馆以及免费报纸供应处应有尽有，还有数以千计的各类自动售卖机。巴黎独立运输公司专门成立了一家地铁营销公司，专职负责地铁商业点管理。2012年，“地下经济”让该公司净赚2 300万欧元。


 巴黎地铁管理者认为，设在地铁里的商店非但不会造成安全隐患，反而对保障安全有帮助，因为店铺的营业员非常熟悉地形，关键时刻会协同治安人员或消防员疏导民众。问题的关键是为经营活动选择合适的场所并实施科学的管理，而不是禁止。该公司还计划继续扩张商业网点，让巴黎地铁真正成为大巴黎区的一个经济增长点。地铁管理者还认为，公司虽然在地铁经济中获利，但其最终目的是让深藏在地下的地铁活跃起来，让人们喜欢坐地铁，从而缓解地面交通压力。地底下的环境肯定比地面令人压抑，人们需要用商业气息和艺术气氛来改变这种压抑的感觉。


3．巴黎临轨经济运营模式


2013财政年度，巴黎地铁在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包括地铁系统在内的整个公交系统利润6 840万欧元，而政府补贴占到总收入的34%，实际上，运营收支基本持平。巴黎地铁与其他首都城市地铁的投融资情况比较，可参见表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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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7    地铁企业投融资结构分析表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七）园区经济



1．园区经济概念


园区经济是适应当前市场经济的创新性、人文性、生态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而兴起的新兴经济业态，是以地域经济为主体的现代
 化、特色化和社会化的表现。


2．大巴黎区园区经济发展概况


在巴黎郊区城市化进程中，产业结构已形成以第二、三产业为主的趋势。20世纪60年代以后，巴黎工业重心西移，从市区西郊至大巴黎区西部形成工业轴心，其两侧组成西北—东南向的工业带。同时近郊形成了9座副中心，即德方斯、圣德纳、博尔加、博比尼、罗矗尼、凡尔赛、弗利泽、伦吉和克雷特伊，形成了若干具有相当水平的工业小区。外环的发展重点为5座园区，即色尔基、马恩拉瓦莱、圣冈代、埃夫里、默龙色纳。（大巴黎区园区情况可参见表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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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8     2000年大巴黎区高科技园区数据

资料来源：高汝熹，张建华．论上海大都市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座园区距巴黎25～30公里，人口规模约30万人。园区自成体系，改变了过去“住宅区”和“工业园”的规划思想，它具有完善的文化生活设施和各种就业机会，而且园区居民享有与巴黎居民同等的生活水平。1975—1984年，园区增加人口占整个大巴黎区新增人口的47%，与巴黎市区构成统一的城市体系，达到了重新布局大巴黎区产业和人口、保持巴黎国际竞争力的目的。

大巴黎区园区产业特征如下：（1）郊区工业在大巴黎区的地位已相对稳定，成为大巴黎区工业的集聚区，远郊还形成了明显的专业分工，如西郊产业园的汽车工业，南郊产业园的航空、电子工业，东郊产业园的基础化学、制药工业等。（2）随着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科技、教育也相应得到发展，如南部产业园的高新技术开发中心拥有众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3）工业部门中非生产人员（指行政、管理、工业贸易、工业服务等）的比重从市区向郊区递减，园区中直接生产人员一般不超过40%，近郊和新工业区的比
 重就更低，而参与工业研究和创新工作的人员则高于全区平均水平，非生产性人员主要集中于巴黎市区的中部、西部以及西部近郊，其次是西南近郊、东北郊及西北郊园区。

园区比较均匀地分布在巴黎郊区，既保持了与巴黎市区的联系，又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形成了发达的交通网络、完美的市政设施和生活服务的配套设施，使园区富有吸引力。目前，埃夫里园区已成为巴黎南部地区经济技术发展中心，仅与信息有关的高科技企业就有300多家。塞尔克园区拥有雷诺、标致汽车公司，汤姆逊电气公司及撒吉姆机械电气公司等一批国外著名企业。

到目前为止，巴黎周边新近规划和重点建设的园区主要有四个，分别是Evry、Marne la Vallée、Saint Quentin en Yvelines和Cer‐gy‐Pontoise，它们分别位于巴黎市区的四个角，由于各自的区位和地形条件不同，在园区的规划建设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济格局。

（1）Evry

Evry园区位于巴黎市区的东南角，巴黎通往里昂的高速城际铁路沿线上，距离巴黎中心区约30公里，通过巴黎城际快速铁路和快速巴士与巴黎中心区实现便捷的交通联系。园区依托城际快速铁路、塞纳河及Evry省政府所在地，在塞纳河两侧较为平整的地块上形成组团布局。园区内共新建了3万套住宅，其中有1／3为独立式住宅，其余还包括巴黎市中心区的集合住宅和廉租住宅；园区提供了5万个就业岗位，其中一半岗位是由工业提供的，其余主要是由旅游业、服务业等提供的。

（2）Marne la Vallée

Marne la Vallée园区位于巴黎市区东部的马恩河谷地带，与巴黎市中心区通过城际快速铁路实现便捷的交通，与夏尔·戴高乐机场有高速公路相连。城市依托马恩河谷和城际快速铁路呈轴线带状发展，在原有的26个分散的小镇基础上建设而成。园区用地规模为150平方公里，最初规划人口规模为35万，目前已有居民26
 万。由于用地规模大，园区发展的空间相对充裕，按照原有的行政体制分为四个片区，它们均沿城际快速铁路和马恩河南岸布局，每个片区之间采用大片的森林和绿地相隔离。园区的南面以自然森林为界，整个园区仿佛一个森林公园，大片的独立住宅散落在绿地之中。每个片区设置一个公共服务中心。迪士尼乐园的进驻，不仅推动了Marne la Vallée园区开发建设的进程，还提供了将近2万个就业岗位。Marne laVallée园区也逐渐形成以休闲娱乐、科技研发为主的园区特色。

（3）Saint Quentin en Yvelines

Saint Quentin en Yvelines园区位于巴黎市区西南部高地上，属于凡尔赛省，与凡尔赛宫相距仅7公里左右，Saint Quentin en Yvelines园区由7个村庄（人口2万人）发展起来，规划人口为25万。由于毗邻凡尔赛宫，因此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成为园区建设的最佳资本，园区主要开发高品质住宅和发展旅游业。同时，园区政府充分重视生态与环保，Saint Quentin en Yvelines园区政府与园区规划委员会（EPA）限制汽车的使用，倡导步行，采用公交专用道，推行以新能源（太阳能等）为动力的公交车，以减少环境污染，控制私家车数量的增长。园区一方面接纳巴黎的办公外迁，另一方面吸引大型跨国公司研发中心落户于此（著名的雷诺汽车研发中心就是该园区最主要的一个产业引擎），同时结合凡尔赛宫开展休闲旅游业，培育现代服务业（目前服务业提供的就业岗位占到总就业岗位的70%以上）。

（4）Cergy‐Pontoise

Cergy‐Pontoise园区位于巴黎市区的西北部，卢浮宫至拉德方斯的轴线延伸线上，距离巴黎市区约40公里。园区建立的主要目的是创建一个位于巴黎近郊，同时又能与巴黎的近郊有所区别的公共艺术文化中心。园区规划人口规模为30万～40万，用地规模约为100平方公里，目前有居民18万。由于在园区中心可与巴黎拉德芳斯遥遥相望，优美独特的环境每年都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旅游产业逐渐成为园区的主导产业。



注释


[1]
 数据来源：法国国家统计局。


[2]
 数据来源：巴黎市统计年鉴，2010。





四、大巴黎区发展经验借鉴


（一）成效与问题


大巴黎区的城市规划工作在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它扭转了经济活动向中心地带过度集中的趋势，尤其是控制巴黎市区的过度膨胀，促使经济活动逐步平衡展开。20世纪80年代以来巴黎的膨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人口规模逐渐减小。大巴黎区的人口也从1975年的988万降为1994年的906万，其占全法国总人口的比重也相应地从1975年的18﹒7%降为1994年的6%。巴黎市区人口由1975年的230万降为1994年的217万。巴黎郊区的园区建设规划经受了多次政府更迭和政府财政危机的考验，已经发展成为功能齐全、具有自我发展能力的新型发展区域。在新建的城市副中心内，1968—1984年新增人口37万人，新创造就业岗位16万个，占该地区1984年人口总数的59﹒6%和就业岗位的71﹒4%；其新增人口占整个大巴黎区新增人口的比重由1968—1975年期间的18%上升到1975—1982年期间的47%，同期就业岗位增幅也明显高于整个大巴黎区的增长幅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德方斯新区的建设。这座现代化的新城成为了如今欧洲最大的商务办公中心之一，被称为巴黎的“曼哈顿”。

然而巴黎地区园区建设规划也走过一些弯路。

其一，由于对人口增长的错误估计，巴黎政府最初曾计划在巴黎郊区建设8座新城，后来不得不把新城的数量下调为5个，对时间和财政资源造成了一定的浪费。

其二，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1976—1980年），在新城实际建造的住宅数不到规划数的一半。

形成这两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因为人口、经济
 实际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最初规划时的预测；二是财政实力的限制，对交通设施建设的投资严重滞后；三是巴黎郊区新城发展规划在1976年才最终获得议会的批准，延误了新城的发展；四是规划实施过程，特别是其初期阶段，几乎把全部注意力放在上级政府部门的投资，没有调动包括下级政府、私人投资者在内的社会各方实施规划方案的积极性，影响了规划方案实施的速度和效果。


（二）主要经验



1．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


1932年，法国第一次通过立法形式提出打破行政区域的壁垒，根据区域开发需要设立巴黎地区，并对城市发展实行统一的区域规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市政府对城市重新调整布局，进一步推进城区非工业化，将市区一些基础工业向外转移，城市高级服务功能则集中到市中心。1956年，《巴黎地区国土开发计划》出台，提出了降低巴黎中心区密度、提高郊区密度，促进地区均衡协调发展的新理念。该计划建议积极疏散中心区人口和不适宜在中心区发展的工业企业，在近郊区建设相对独立的大型住宅区，在城市建成区边缘建设卫星城。在这个规划中，新建的大型住宅区和卫星城基本被安排在城市建成区内，以确保郊区的人口增长不会导致城市用地的继续扩张，从而达到提高郊区人口密度的目的。

1960年，《巴黎地区整治规划管理纲要》获得通过，该纲要规划沿城市主要发展轴和城市交通轴建设卫星城市，一是疏解城市中心区人口，提高城市生活质量；二是利用城市近郊发展多中心城市结构；三是沿城市主要发展轴和城市交通轴建设卫星园区；四是建设发展区域性交通运输系统；五是合理利用资源，保护自然环境。

1989年7月，政府对《巴黎地区整治规划管理纲要》进行修订，并于1994年获得议会批准，称为《大巴黎区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规划》要求：首先，保持城市之间的合理竞争；
 其次，保持大区内各中心城市之间协调发展；再次，保持各大区之间的协调发展；最后，明确了政府不干预规划的具体内容，但是要对重大项目的决策负责，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建筑产业政策、城市开发组织、环境保护与巴黎盆地地区的协调等。并将大区内部划分为建设空间、农业空间和自然空间，三者兼顾，相互协调，均衡发展。这次规划和以后的建设，有效促进了法国的经济发展和巴黎首都经济圈的最后建成。


2．成功的产业布局战略性调整


由于具有优越的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巴黎区的工业得以迅速发展，并迅速成为欧洲工业中心之一。工业和人口的高度集中使大巴黎区的地价不断上涨，工业产品成本大幅上升，工业开始由中心城区向郊区扩散。同时，城市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地区间的不平衡也在加剧。为改变这种局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政府对巴黎大区进行整体规划，积极调整工业布局，实施工业分散化政策，闲置中心区的工业继续集聚，并迫使工业企业向周边地区扩散转移，结果是部分都市型工业留在了中心城区，而传统的资本、劳动密集型工业迁移到了郊区。在工业向外扩散转移的同时，留出的空间容量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使得中心城区的高端专业性服务及生产性服务功能得以不断强化。污染性工业的外迁也极大地改善了城市形象与环境，其反过来又为金融、文化、艺术、科研、创意、旅游、会展等环境依托型产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巴黎成为吸引总部经济和国际人口最成功的世界大都市之一。


3．发展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巴黎之所以能突破行政区域划分，把其他城市整合进来构成巴黎首都圈，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巴黎把自身建成了交通枢纽。首先，巴黎市内水、陆、空交通发达，地铁与公交网覆盖全部市区，使得巴黎自身实现了交通的一体化，人们在首都圈内不会因为从一点到另一点而感觉不便。其次，高速铁路系统发达，因此巴黎成为欧洲的交通枢纽，由巴黎至伦敦、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科隆及德国西部等地的航程均在1小时之内。发达的高速铁路网使得巴黎
 首都圈内的联系非常便捷，区域的社会功能高效运转。最后，巴黎发展了比首都圈内其他大城市更强大的航空业，为首都圈内的城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建立了便捷通道。这样，巴黎不仅在交通上确立了巴黎首都圈的中心地位，也为首都圈内其他城市的发展降低了交通成本。


4．建立相应的城市规划机构，制定法规和经济措施


为了使巴黎地区的城市规划得到更好的实施，巴黎于1960年设立了一个城市规划研究中心，负责就巴黎地区的规划治理问题为政府提供咨询。同时，巴黎地区行政下设“巴黎地区城市规划与开发研究所”，该所的工作极富建设性和创造性，为巴黎地区的建设发展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同时，市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城市建设管理机构，以提高城市规划的总体水平。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和经济措施来控制巴黎市区的发展规模，使市区内的产业、人口向城郊扩散。1955年，政府宣布不再批准市区内的新工业项目，并鼓励政府部门外迁；1958年，政府宣布现有市内工业企业改扩建占地规模不得超过现有场地面积的10%；1959年，政府宣布禁止在市区内建造1万平方米以上的办公大楼；从20世纪60年代起，对市内企业开征“拥挤税”。对从巴黎市区迁出的占地500平方米以上的工厂，还可享受到6%的拆迁补偿费用。从巴黎市区迁出的各类机构，均可享受到15%～20%的投资津贴。另外，赋予巴黎市郊新建城市更大面积土地的开发权，对土地规划、开发、监管划归到一个机构管理，建立起与地方政府部门的协调机制，对土地实施统一的开发管理，并把巴黎地区的规划方案纳入地区“五年”和年度财政计划，以保证规划项目的实施。


5．在城市规划上注重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化的完美结合


“奥斯曼计划”是首个应用于巴黎的城市规划，是巴黎走向现代城市的“里程碑”。1853年，巴黎地区行政长官奥斯曼开始以功能化的标准规划与改造该城市。从布局上，规划者构建了一个更加宽广的街道体系，在市中心辟出一条条林荫大道，并把原来散乱的
 道路贯穿起来，织成了一张连通东西南北的道路网，而在网格里，则布满了新建的公园和绿化带；同时，显著改善了水的供应系统、排污系统，并使之扩展到郊区，使巴黎市面积扩大了一倍以上；为了保持城市外观的统一协调，还严格限定了建筑的高度、样式，甚至屋顶和外墙的颜色；此外，奥斯曼还努力统一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并使之高效化。这一史无前例的城市改造使巴黎成为最早步入“现代城市”行列的几个世界城市之一。直到今天，现代巴黎依然在享受着这次城市规划的成果。

此后，直到20世纪60年代，巴黎才开始推行新的城市发展规划。与此同时，巴黎的历任施政者还高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历史古建筑的修缮，并以立法的形式加以强制性保护。1913年，法国最早的历史建筑保护法颁布，历史建筑从此戴上了“文化遗产”的帽子。在这之后的50年里，法国又三次立法，景观地、历史建筑周围500米的区域被列入保护范围。其中，1962年颁布的《马尔罗法》更是对历史保护区内建筑的改造和重建作出了严格规定。由于这些努力，整个巴黎市俨然成为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卢浮宫、凯旋门、巴黎圣母院、塞纳河、凡尔赛宫、枫丹白露等一颗颗璀璨的文化瑰宝，点缀着巴黎，成就了巴黎世界文化艺术之都的美誉。总之，能在保留历史文化名城这张名片的同时，建设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巴黎称得上独一无二。





附录：历次巴黎规划内容


（一）1934年的PROST规划


20世纪初，工业革命和小汽车的出现，使巴黎的城市发展进入扩张阶段，但同时也给巴黎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交通拥挤、郊区扩散等城市问题。为了解决巴黎的城市问题，巴黎市政府于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动了“改造、美化和壮大巴黎”的公众讨论。1932年5月，法国颁布法令设立巴黎地区，提出编制《巴黎地区国土开发计划》。1932—1935年第一次提出了限制巴黎恶性膨胀和美化巴黎的规划设想，巴黎的城市发展与规划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1932年的法令，法国政府邀请规划师亨利·普罗斯特（Henri Prost）代为制定巴黎地区的空间规划。1934年PROST规划正式出台。

PROST规划旨在对巴黎地区向郊区扩散的现象进行控制，从区域高度对城市建成区进行调整和完善（如图3-18所示）。该规划将巴黎地区划定在以巴黎圣母院为中心、方圆35公里的范围之内，对区域道路结构、绿色空间保护和城市建设范围三方面作出了详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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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1934年的PROST规划示意图


 其一，为迎合当时盛行的汽车交通需求，规划提出放射路和环路相结合的道路结构形态。5条主要干道以巴黎为中心从不同方向向法国腹地辐射，以联系首都和其他国内及欧洲重要城市。位于巴黎地区边缘的环形公路将5条放射状道路联系在一起，成为郊区各市镇相互联系的依托。

其二，鉴于无序的郊区扩散毁掉了大片森林、绿地，规划提出严格保护现有的森林公园等绿地和重要的历史景观地段，并在规划区内建设新的休闲游乐场所，以备将来建设公共设施的用地之需。

其三，为了抑制郊区扩散，规划限定了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将各市镇的土地利用划分为城市建设区和非建设区两种类型，从而界定了巴黎地区城市建设用地的范围。所有新的城市建设都被局限在城市建设区之内，非建设区被视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用地储备，严禁城市化开发与建设。


（二）1956年的PARP规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0年经济复苏时期，人口和经济在地区和全国范围内的不平衡分布成为当时法国社会的主要特征。为了减轻城市发展带来的压力和负担，法国政府制定了一项法令，通过实施新的经济规划来限制巴黎地区的进一步扩张，以期达到全国经济均衡发展的目标。按照这项法令，1950年以后在巴黎地区内新建和重建的工业项目都必须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批。

1956年法国政府在对1932年的规划进行多次修改的基础上，制定和颁布了新的《巴黎地区国土开发计划》（简称PARP规划）。规划沿承了以限制为重点的规划思想，在限制巴黎地区人口规模增长的前提下，通过划定城市建设区范围来限制巴黎地区城市空间的扩展，并同时致力于降低巴黎中心区人口密度、提高郊区人口密度、促进区域均衡发展。具体措施包括：第一，积极疏散中心区人口和不适合在中心区发展的工业企业；第二，在
 郊区建设拥有服务设施和就业岗位的、相对独立的大型住宅区；第三，在城市聚集区外缘建设配备良好公共服务设施的卫星城，其与中心区之间利用大片农业用地相互分隔，又通过公路和铁路交通相互联系（见图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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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　1956年的PARP规划


（三）1960年的PADOG规划


1958年法国通过颁布法令开辟“优先城市化地区”，极大地促进了大型住宅区在巴黎郊区的建设，从而导致巴黎城市聚集区的蔓延趋势没有出现丝毫的减缓。为此，戴高乐政府主持制定了新的《巴黎地区国土开发与空间组织总体计划》（简称PADOG规划）。


 PADOG规划与PARP规划一样，主旨仍是通过限定城市建设区范围来遏止郊区扩散，追求地区整体均衡发展。规划者认为，未来巴黎地区城市发展的重点不是空间上的扩展，而是对现有建成区的调整，建议利用企业扩张或转产的机会来向郊区转移，以疏散中心区压力；通过改造和建立新的城市发展极核来重构城市郊区；通过鼓励巴黎地区周边城市的适度发展或在巴黎地区以外新建卫星城镇，提高农村地区的活力（见图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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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1960年的PADOG规划示意图

1963年制定的巴黎地区规划指导方案与1960年的方案相似，也是继续执行限制巴黎扩张的政策，控制巴黎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除此之外，法国政府还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了平衡性大都市地区，以与首都巴黎地区相平衡。


 （四）1965年的SDAURP规划


1964年大巴黎区政府成立，辖区面积扩大到约1﹒2万平方公里。第二年出台了《巴黎大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要（1965—2000）》（简称SDAURP规划）。如果说，此前历次区域规划是重视城市发展质量而忽视其数量需求，那么SDAURP规划则兼顾了城市发展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需求，即在完善现有城市聚集区的同时，有意识地在其外围地区为新的城市化提供可能的发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该规划反映出规划指导思想的根本转变，被称为巴黎区域规划的转折点。

基于人口规模从900万人增长到1400万人和建成面积从1200平方公里扩大到2 300平方公里的预测，规划者制定了新的区域空间布局模式。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其一，改变先前的中心放射状布局，以遏制城市化蔓延的趋势；其二，改变“第二个巴黎”建设计划，因为单一的新中心很难在短期内形成规模，建成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难与巴黎相抗衡；其三，扬弃简单模仿英国大伦敦地区的新城模式，以免阻碍巴黎地区以外的城市发展；其四，放弃巴黎为单一中心的建设计划，以避免城市交通陷入恶性循环。规划者认为主要交通线路的走向决定了城市发展的形态布局，建议将新的城市建设沿重要交通干线布局，形成城市发展轴线，在郊区和新城市化地区内新建多功能城市中心，打破现有的单中心布局模式。考虑到巴黎地区的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历史发展以及实施的可行性，规划在塞纳、马恩和瓦兹河谷划定了两条平行的城市发展轴线，从现状城市建成区的南北两侧相切而过，并在这两条城市发展轴线上设立了8座新城作为新的地区城市中心，将巴黎和大巴黎区与位于巴黎盆地、法国及西欧的其他重要经济城市联系起来。但是，由于规划者对巴黎发展预测出现偏差，规划中的8座新城最后只建成了塞尔吉、马恩拉瓦莱、圣冈代、埃夫里、默龙色纳等5座（见图3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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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1965年的SDAURP规划示意图

同时，1965年规划的另一个特色是强调住宅区与就业岗位、交通设施等相关的城市公共设施建设的协调配套。在新住宅区邻近地区规划了工业区、商业服务区、交通网络设施。此外，考虑到巴黎地区空地和绿地较少，规划中保留塞纳河谷地较高的地带作为休憩区。


（五）1976年的SDAURIF规划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及20世纪60年代后期人口和经济增长放缓的事实，巴黎地区政府于1969年调整了SDAURP规划，将新城减少到5座，每座新城的人口从30万～100万降为20万～30万。经过1975年再次修编并于1976年颁布了《法兰西之岛地区国土开发与城市规划指导纲要（1975—2000）》（简称SDAURIF规划）。

在SDAURP规划的基础上，SDAURIF规划重申了巴黎地区城市发展的基本原则：其一，城市建设沿南北两条轴线布局，形成多中心的空间格局；其二，无论是原有城市化地区还是建设中的新
 城，都应遵循综合性和多样化的原则；其三，通过划定“乡村边界”界定区域开敞空间的位置和范围，限制城市化地区的自由蔓延；其四，建设环路加放射路的区域交通系统，为多中心的区域空间布局提供便利的交通联系。针对不同区域的特点，新规划方案规定：巴黎作为区域城市中心，应保持多样化的居住功能，稳定就业水平，减缓人口递减趋势；巴黎近郊作为中心区的延续，应保持和完善现有城市结构，整治和改善当地环境，建设以拉德方斯为代表的郊区发展极核；作为新城市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巴黎远郊应大力发展新城，并通过建设环形轨道交通系统加强与巴黎及近郊发展极核的联系。

为了应对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经济增长乏力、生态环境问题日趋突出的现状，SDAURIF规划除继续强调城市扩展和空间重组是城市发展中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之外，而且重视对现状城市建成区的改造与完善，主张加强保护自然空间，在城市化地区内部开辟更多的公共绿色空间。


（六）1994年的SDRIF规划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为巴黎地区的城市发展提出了新的课题。从地区来看，一方面，随着地区社会结构调整的深化，区域发展在经济、社会、人口等多方面出现新的不平衡现象，特别是巴黎城市集聚区的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的不平衡；另一方面，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缓慢好转，一些大型建设项目陆续开工，引发了人们对未来城市空间变化的关注。从国际来看，全球经济结构出现重大调整，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快，全球竞争日趋激烈，世界各国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欧盟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面对这样的新形势，巴黎作为一国之都该如何应对，成为很现实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1990年法国政府开始对1976年的SDAURIF规划进行修编。1994年《法兰西岛地区发展指导纲要（1990—
 2015）》（简称SDRIF规划）编制完成，制定了新世纪巴黎地区发展总体目标和战略。该规划由于处于世纪之交的过渡时期而被赋予特殊的历史意义，区域视野和人文观点的引入成为其中的亮点。SDRIF规划的特色主要表现为：

首先，确定了三条土地利用的基本原则：第一，保护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实现大巴黎区内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平衡；第二，优先支持与发展住房和就业容量大、有利于地区协调发展的服务设施项目；第三，预留交通设施用地以及居民参与社会活动、享受商业服务与娱乐休憩活动等项目的建设用地。

其次，世界城市的竞争日益激烈，城市综合规模成为制胜的关键。巴黎具有成为欧洲中心城市和世界城市的优势，但仅靠巴黎或者巴黎地区是不够的，必须整合巴黎盆地乃至整个法国的力量参与竞争。应打破行政边界的隔阂，加强城市之间的联系。一方面，要重视法国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通过人员和产业在全国范围的合理分配，使巴黎地区可以更好地发挥各种非物质资源的优势；另一方面，在巴黎盆地和巴黎地区之间建立伙伴关系，通过发挥相互之间的互补性，实现合理、可行、可持续的区域发展，提高区域整体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再次，注重社会、文化、环境等人文因素在城市空间整合、自然空间保护、交通设施建设等三个方面的综合影响及其平衡发展。规划者将巴黎地区划分为建成空间（即城市空间）、农业空间和自然空间，并强调大区的发展建设应该三者兼顾、相互协调、共同发展。同时也提出．要维持城市社会的多元化特点，将城市的文化功能建设视为提高地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此外，规划者还对绿带建设、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等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最后，继续坚持建设“多中心的巴黎地区”这一空间布局的基本原则。新城建设和近郊空间重组仍是区域空间调整的重点，更加强调不同层次城市极核在规模、功能和区位上的多样性及相互之间的联系与协作（见图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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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2　多中心的区域空间布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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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东京首都圈经济结构调整经验

东京作为亚洲第一个迈入现代化的国家首都，拥有许多值得同类型国家首都借鉴的经验教训。东京这些经验教训，以及后面第五章关于韩国首都首尔发展的经验教训，在许多方面区别于属于欧洲国家首都的伦敦和巴黎，而更适合于亚洲文化圈的国家的实际情况，因而更值得北京仔细研究和深入学习。





一、东京首都圈的概况


（一）东京首都圈的基本概况


东京首都圈是指以日本首都东京为中心、半径100公里以内的区域，如图4-1所示，包括：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茨城县、"木县、群马县以及山梨县。其中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及埼玉县组成“一都三县”，又常被称为“东京圈”。首都圈总面积为36 884平方公里，约占日本国土面积的9﹒8%。依据地理位置分为三层：内层又称核心区，包括东京市中心23个特别行政区，位
 于距离市中心15公里的半径范围内；中间区，包括一都三县；其余各县属于周边区。根据统计
[1]

 ，东京首都圈总人口4 34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4﹒1%。在首都圈内，东京圈的人口增长又占91﹒15%；其中东京都人口保持了持续增长的势头，2011年达到了1 319万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0﹒33%，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如图4-2和图4-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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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东京首都圈范围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24年首都圈整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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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东京首都圈人口变化与首都圈扩展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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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首都圈的人口变化图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政府统计综合窗口。

从就业人口看，日本首都圈的就业人口比重从核心区域向外围区域依次递减。据2010年日本财务省
[2]

 的统计（可参见图4-4），东京都的就业人口占首都圈的27%；中部圈层的神奈川县占18﹒6%，外部圈层的山梨县仅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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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东京首都圈就业人口比例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2010年统计表。


（二）经济与产业


东京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之一，2009年东京首都圈全年GDP为
 1﹒86万亿美元，位居世界首位，人均GDP高达41 000美元
[3]

 ，东京首都圈的GDP占到了日本全国GDP的37﹒2%，首都圈历年GDP值及其所占比重可参见图4-5。东京首都圈是日本经济的核心地带，制造业、商业、房地产业、运输通信业、金融保险业、高技术产业、文化产业的中心。其中制造业、服务业产值均占全国的2／3以上，金融业和商业发达。经济总量占到全国的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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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　首都圈地区生产总值及其所占全国的比重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24年首都圈整备报告。

东京首都圈的三次产业主要集中于东京圈，而东京圈又有一半以上集中于东京都区部（东京23区）。首都圈内既拥有传统的沿海工业地带———京滨和京叶工业地带，又催生出众多的新兴工业聚集地，形成了良好的职能分工体系。例如，清原工业区（宇都宫市）
 是日本规模最大的内陆工业区。同时，日本首都圈提倡的“产研学”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圈内工业结构的升级，将工业生产与科研开发相结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东京首都圈的制造业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制造业集聚比重很高。根据日本财务省2010年调查统计
[4]

 （如表4-1所示），在东京首都圈一都七县范围内，制造业企业（从业人数10人以上）数量达61 026家，占日本制造业企业总数的27﹒2%，其中仅东京都一县就占到了6﹒7%。从业人数方面，东京首都圈从业人数占到全国从业总人数的26﹒4%。产值方面，东京首都圈一都七县2010年制造业总产值超过80万亿日元，占全国制造业总产值的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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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2010年东京首都圈的制造业情况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24年首都圈整备报告。


（三）区域地位


东京首都圈是日本的经济核心，位居日本三大都市圈之首，并
 跻身世界六大首都圈。东京首都圈的国家经济中心地位是由其内部城市在产业和职能分工基础上形成的聚集优势所取得的。


1．东京首都圈是日本的经济核心


首都圈在日本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均独占鳌头，具有领军地位。首都圈在不到全国1／10的地域范围内聚集了全国1／3的人口和1／3的从业人口，人口密度和从业人口密度接近近畿圈的2倍，名义GDP远远高于其他两大都市圈，地均GDP接近其他两大都市圈的2倍。首都圈占据如此突出的经济地位缘于其强大工业体系的支撑。


2．首都圈在日本三大都市圈内的地位


首都圈与其他两大都市圈相比，政治地位具有绝对优势。以京都、大阪、神户为中心的近畿圈的政治职能主要体现在大阪府作为西日本的政治中心。大阪市聚集了近畿地方性行政机关和大阪府行政机构，以及各国总领事馆、名誉领事馆等国际行政机构。神户市也聚集了部分国外驻日名誉领事馆。京都市在明治时期以后，作为被废止的旧首都，其在广域范围内的政治职能消失殆尽。可见，大阪的政治职能的辐射范围具有地域限制，政治势力局限于近畿圈的范围内。中部圈以名古屋市为中心，其政治职能远不如近畿圈和首都圈，除地方性政府机构以外，主要受首都圈的政治职能的辐射和影响。可见，首都圈的政治职能辐射范围广泛、扩散力强。日本全国都是其政治职能的辐射面，其影响力可到达日本的方方面面、每个角落。

从日本国土交通省制定的“日本三大都市圈的未来图景”（见图4-6）中可以看出，首都圈、中部圈和近畿圈是日本主要的三大都市圈。其中，首都圈的现状（图4-6中的左上方小图）是以东京为中心的“一极集中”模式，圈内其他地区以及圈内各行业部门对于东京的依赖程度非常高，这同时也给东京城市内部带来了诸多“城市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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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　日本三大都市圈的未来图景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白皮书。


（四）城市等级关系


任何一个单独的城市也不可能完全承担其居民和各企业、机构所需要的全部城市功能，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城市功能需求。但是通过区域内的城市相互组合、功能互补，以首都圈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社会独立体，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单个城市的发展瓶颈和功能局限。

大东京都市区形成中心—副中心—郊区卫星城—邻县中心构成的多中心构架，各级中心多为综合性的，但又各具特色、互为补充。整体而言，随着首都人口不断向周边疏解、迁移，形成了三层“首都圈”：第一层：都心———东京都的核心区；第二层：副都心———新宿、池袋、涩谷；第三层：新城———筑波科学城以及其他卧城，例如多摩新城、港北新城、海滨新城、成田新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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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7　东京大首都圈地域结构



注释


[1]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24年首都圈整备报告。


[2]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2010年统计表。


[3]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政府综合统计窗口2013年统计表。


[4]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2010年统计表。





二、东京首都圈的演进过程及规划调整


（一）首都圈规划演变


东京首都圈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由表4-2可以看到，从20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末，日本先后进行了五次首都圈规划，在这期间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发生了许多历史性转折，规划内容随着日本经济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而进行了适时的修正，最终实现了功能疏解的目标，空间结构上也由单中心的一极集中转变为多中心协调发展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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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东京首都圈规划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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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首都圈整备规划。


（二）首都圈空间结构：一极集中—多心多核


1985年，日本国土厅提出纠正东京一极集中的结构，形成多
 极、多圈层的城市结构。根据首都圈内各区的功能分担和相互交流，促进中心首都圈功能向周围次级中心扩散，形成多中心的圈域结构，通过交通、通信设备，促进人口在其他圈域定居，克服人口过密状况，形成自然、生活、生产三者相互协调的综合居住环境。具体的调整可参见表4-3、表4-4以及图4-8。

[image: picture]


表4-3    东京首都圈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首都圈整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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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8　东京首都圈空间结构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首都圈整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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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东京首都圈土地开发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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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首都圈整备报告。

第五次首都圈基本规划中提出了“首都圈分散型网状结构”的概念，所谓“分散型网状结构”指的就是一种全新的首都圈城市空间关系。任何一个单独的城市都无法构成完整的经济体，任何一个单独的城市也无法做到完全自给自足。同样，任何一个单独的城市也不可能完全承担其居民和各企业、机构所需要的全部城市功能，以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城市功能需求。但是通过区域内的城市相互组合、功能互补，以首都圈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社会独立体，就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单个城市的发展瓶颈和功能局限。


（三）交通网络促使首都圈成型


东京首都圈之所以能在过去50多年里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起到关键作用。东京首都圈的形态从最初的单中心城市发展成充满活力的多心型首都圈。东京首都圈建立了由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港口等构成的区域性交通网络，综合化、网络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加速了区域资源的整合，促使首都圈内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协作。

从东京的经验看，1950年决定并马上开始的东京大都市区结构性高速公路框架的建设以及长达2 000公里总里程的高密度的铁路交
 通网路，是大首都圈发展的一个主要驱动力（如图4-9所示）。东京首都圈的每一次规划都根据发展需要制定了相应的区域内交通规划，遵循“优先公共交通”原则，使公共交通发挥最大作用。关于东京交通方面的问题会在后面和北京的比较中进一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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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　东京首都圈高速公路开通情况





三、东京首都圈经验借鉴

北京的“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坚持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定位，本书在此基础上，新增了临轨经济、临空经济、园区经济这三个方面，组成七种经济发展模式，接下来就结合东京这七方面的发展经验，给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建设提供一些经验借鉴。


（一）服务经济


服务经济是从产业角度对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征的把握，指的
 是基于服务业的经济发展形态。它在历史逻辑上区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在事实范围上包括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在基本内容上主要包括服务产业和服务贸易。一般用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来衡量经济体是否进入服务经济发展阶段。如果一种经济形态中服务业增加值在GDP中的相对比重超过60%，或者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在就业总人数中的相对比重超过60%，则可初步认为它处于服务经济发展阶段。


1．东京的产业结构转型历程


东京的产业结构转型大概经历了6个阶段，同时也伴随着日本经济发展的起起伏伏。每个阶段都有一些特征，都会对东京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方向造成很大的影响，具体的表现如表4-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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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东京产业结构转型的阶段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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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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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政府综合统计窗口；朱根．日本服务经济论争与东京服务功能转型．日本学刊，2009；雷新军．东京产业结构变化及产业转型对上海的启示．上海经济研究，2010。


2．东京首都圈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和第三产业就业结构


从东京首都圈1970—2009年的数据可以看出，东京首都圈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0年的67﹒9%增加到了2009年的81﹒4%，
[1]

 而其中，第二产业则是不断下降的。图4-10和表4-6分别展示了东京三次产业增加值在地区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以及第三产业在1970—2009年所占比重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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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　东京三次产业的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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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东京首都圈的服务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2009年，东京三次产业的比重为4﹒9：13﹒7：81﹒4
[2]

 ，其中，
 东京的农业比其他城市所占比重略高，甚至比北京还高，这与日本的政治格局有关。日本农民代表一种强大的政治力量，很多日本农民现在依然愿意过一种田园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才会在东京周边存留如此规模的第一产业。虽然东京的制造业在东京所有行业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从产值、从业人数、企业数量这三方面来看，制造业仍稳居第二，是东京最重要的产业之一。即使是在东京这样发达的地区，也没有完全抛弃制造业，只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逐步调整制造业的构成，使得符合都市特点的制造业得到更好的发展，如出版印刷业。

东京第三产业具有较为完善的行业结构，其重点行业包括金融业、批发零售贸易、信息与通信业、保险业、房地产业等。由图4 11可以看出，在21世纪的前中期，当时东京首都圈的第三产业结构已经趋于完善，金融保险业、运输通信业达到了最高峰，而在2005—2009年期间现代服务业、房地产业等行业又有明显的提升，这说明东京首都圈服务业的结构构成已经很完善，以现代服务业为首的几大服务产业发展都很迅速。2013年，东京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排名第四（参见表4-7），仅次于伦敦、纽约、中国香港。东京的金融市场结构非常完善，东京是日本最主要的银行集中地，它集中了日本30%以上的银行总部，全球百强银行中有16家将总部设在东京，全球规模最大的20家银行有8家在东京落户，同时，东京还拥有东京证券交易所、东京工业品交易所、东京谷物交易所、东京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等多个交易所。东京也是日本最主要的柜台交易集中地，日本绝大多数同业拆借、债券买卖、外汇交易都发生在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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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    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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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2013年9月新华社联合芝加哥商业交易所集团公布的《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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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东京首都圈第三产业的产业构成图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24年首都圈整备报告。

此外，第三产业就业人口主要集中于批发零售业、餐饮宾馆业等领域，具体的就业结构可参见图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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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2009年东京首都圈第三产业就业结构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政府综合统计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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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　东京和北京第三产业占比的比较图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政府综合统计窗口，2001—2009年；北京数据来自《北京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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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东京和北京第三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比较（%）

资料来源：日本总务省政府综合统计窗口，2001—2009年；北京数据来自《北京统计年鉴（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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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京津冀地区2010年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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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0    京津冀地区2009年产业结构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9）》。

下面来看一下北京，北京近年来第三产业发展也非常迅速。并且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日趋合理。从图4-13、表4-8～表4-10中可以看到，2009年和2010年北京的第三产业比重分别达到75﹒5%和75﹒1%，其中，金融业、邮政等现代服务业在整个第三产业中的比例不断上升，而批发、餐饮等基础服务业的比例不断下降。
 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北京市国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主导力量。而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天津和河北地区的第二产业比重依然很高。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很多，大多数北京的工业企业都向河北地区转移，使得河北地区的第二产业比重依然很高。这阻碍了整个京津冀地区服务经济的发展。


3．东京服务经济发展迅速所采取的措施以及启示


（1）东京都利用城市技术、资源和服务要素密集的特点，有选择地将东京建成首都圈乃至整个日本的信息技术性服务与生产性服务的中心。进入21世纪后，日本先后提出信息技术“国家基本战略草案”和“国家产业技术战略”，并适时更新信息技术服务的策略，采取开放性政策，将现代服务业的主攻方向置于软件开发和数据库服务等生产技术服务领域，将重点定位为提高信息技术与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东京都先后建立了各种结构的特区，以满足东京首都圈内产业经济发展对知识技术性服务的要求。具体包括：在八王子市建成以信息技术和制造服务为核心的首都圈信息产业特区；在中央区建设以现代印刷技术及服务为核心的市中心再生特区；在千代田区创建以知识服务业为主的信息技术相关产业集聚及新事业创业特区；在墨田区建立为企业人才派遣服务的产业活力创新特区；在三鹰市建立产业振兴、创业支援服务特区。

北京可以效仿东京，着力打造一些能够集群化的服务业的产业特区，并且尽量在郊区建立，这样既可以使服务业成块化发展，同时又能够产生规模效应，还可以缓解北京城区的压力。

（2）东京都利用全国教育、科技和文化中心的优势地位，全力打造知识服务的技术宝库和人才高地。知识服务业是东京的另一强项，东京的知识服务业既是首都圈现代服务业的技术宝库与人才高地，也是东京与圈内其他城市交流、互动的平台和桥梁。日本在三鹰市设立教育改革、知识创新服务特区；在千代田区的丸之内创建国际医疗服务特区；在文京区和足立区分别创建健康服务特区和生活创造服务特区。通过构建这一系列知识服务性特区，进一步夯实东京的文化、教育和医疗等知识性服务业在全国的核心地位。


 北京可以借鉴东京经验，全力打造知识服务型经济，并且创立一些特区，这样可以充分利用北京的经济、文化中心的优势，在方便与经济圈的其他城市交流的同时，又能够带动其他城市的发展。


4．东京的经验借鉴


（1）从东京的产业结构转型历程来看，东京早在20世纪60年代第三产业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60%以上，这说明东京已经进入了服务化阶段。在20世纪末东京已经进入了高端服务业阶段，其标志是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达到了80%。而进入21世纪后，东京已经开始由高端服务业向知识创新型服务业转变。北京目前应该是处于高端服务业阶段，并且逐步向知识创新型服务经济发展，因此，这就需要北京效仿东京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创新型产业。

（2）从东京的第三产业结构构成来看，除了批发零售业以外，其他包括金融、通信、信息咨询等在内的新兴服务业发展迅速，而北京则是主要集中在商业、饮食服务业以及交通运输业。与东京相比，特别是在金融服务业方面，北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要全力发展证券、物流中介服务、会展业等面向国际国内市场具有强大外向辐射作用、体现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服务功能的服务业。

（3）东京在发展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布局的重要性，东京首都圈的布局十分合理，很多制造型产业成功实现了转移，并且建立了各个产业特区，这样有效地使东京与其他地方建立了更多的联系，经济圈的各个地区协调发展，这对于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建设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北京应该更包容地与河北、天津进行合作。


（二）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是在单一产业价值观念中现代人类高端智能的大规模极化与聚合。总部经济的本质是“人”的经济，是在某经济领域或区域的核心，以追求单一产业价值观为目标，将创意、决策、指挥等高端智能的所有关联环节进行大规模的聚集，使之产生极化与聚合效应，由此扩散出彻底颠覆松散经营模式的经济效能和效益，进
 而拉动整个行业领域或区域经济的高速发展的经济模式。


1．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及其内部构成


东京作为著名的世界城市，拥有世界500强的总部数量最多（如表4 11所示），2006年东京拥有世界500强的企业总部52家，2013年东京拥有世界500强的企业总部57家。其中，东京的世界500强企业收入总和达到了25 928亿美元，相比纽约、伦敦，东京无论是在制造业、金融业，还是电信业、批发零售业以及作为总部经济城市辅助支持的印刷出版业、广告业、运输业（包括邮递包裹、铁路、航空）等行业的发展都更强大、更全面。表4-12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世界500强企业的行业分布，资本在50亿日元以上的公司，90%集中在东京。全国各大银行或总行或主要分行都设在东京，东京在千代区和中央区分别设有闻名于世界的日本银行和活跃于世界证券市场的东京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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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2013年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分布

资料来源：《财富》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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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2    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在东京各个行业的数量比较

资料来源：《财富》中文网。


 东京之所以能够发展这么完善的总部经济，是有着多方面条件的。（1）区位条件：东京处于地势平坦、面积广袤、气候适宜的地区，并且它拥有天然良港，这种区位有利于各种资源的集中与扩散，便于经济形态的形成。（2）交通和通信条件：任何经济中心城市都离不开便捷的交通和通信网络，东京是日本的航运中心和信息中心，拥有国际水准的海港、航空港和四通八达的陆路交通系统。东京也是具有首脑功能的中心城市，位于交通和通信网络的中心，与周边次级都市圈联系紧密。（3）要素流动：人才、资金等要素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东京所具备的这种要素优势毋庸置疑，它具备了人才和资金聚集潜力，吸引了众多的企业总部聚集，发挥核心城市功能。


2．总部经济给东京首都圈的发展带来的影响


东京的总部经济也给东京首都圈以及日本带来了很多发展机会，同时也产生了很多正效应。主要包括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

内部效应：（1）东京成为日本八大财团下属跨国公司和跨国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成为全国的生产要素配置中心和经营决策中心，完成了由制造业中心向经济中心的过渡，为日本推行金融自由化和日元国际化奠定了基础。（2）随着总部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东京完成了由全国性经济中心向世界城市的转型，从而稳固了日本在全球的重要地位。

外部效应：（1）总部经济有助于提升日本企业在全球经济竞争中的地位。（2）总部经济为日本企业寻求更高水平发展提供了重要模式。

以东京为例，总部经济强化了东京作为日本最大的金融、工业、商业、政治和文化中心的战略地位，助推东京成为集“纽约＋华盛顿＋硅谷＋底特律”多种功能于一身的世界最大城市之一。接下来，我们对比一下北京的情况，进而对北京提出一些更有意义的建议。

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可参见表4-11），北京拥有世界500强的总部企业达50家，已经超过纽约和巴黎，
 仅次于东京的57家，成为全球第二大世界500强总部之都。从隶属关系看，2011年北京有大型中央企业总部222家，实现增加值3 013﹒2亿元，占全市总部经济的40﹒9%，实现利润占全市总部经济的66﹒2%。2012年，北京共认定跨国公司地区总部127家，其中世界500强企业84家，占在北京投资的世界500强企业的30﹒2%（共有278家世界500强企业在北京投资）。随着投资环境和政策的日益完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北京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展（具体的发展情况可参见图4-14），从原有的投资决策、资金运作、财务管理、技术支持与研发，逐渐向进出口及国内分销、物流配送、服务外包等业务扩展。从总部企业的行业构成看，主要集中在信息服务业、金融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和建筑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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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北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研发中心等增长情况

通过和东京的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北京的总部经济存在着一些问题：（1）与世界城市东京相比，北京总部企业跨国指数偏低，国际竞争力亟待提升。北京拥有的总部企业仍以国内企业为主，具有较强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较少，与东京相比存在着很大差距。2010年，北京海外资产排名前10位的总部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仅为26﹒58%
[3]

 ，不仅远低于“2011世界100大跨国公司”60﹒78%的平均跨国指数，也低于“2011发展中国家100大跨国公司”40﹒13%的平均跨国指数。（2）体现世界城市产业特征的金融保险、商务服务和
 文化创意企业总部较少。北京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总部企业主要集中在能源、金融、工程建筑等领域，体现世界城市产业特征的高技术企业总部和文化创意企业总部不多。如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排名第一的联想公司，其在2010年全球销售收入仅为215﹒9亿美元，远落后于惠普公司（1 260﹒3亿美元）、戴尔公司（614﹒9亿美元）。北京文化、科技资源丰富，但跨行业经营文化创意、高技术等新兴行业的企业较少，尚未形成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企业、大集团。


3．经验借鉴


（1）无论是先进的制造业、高技术产业还是现代服务业，都在积极探索以总部经济模式实现高端化、知识化、集约化发展，同时通过总部经济模式推动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深化北京与“首都经济圈”其他城市的分工合作，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

（2）北京有着天然的人才与科研优势，随着企业总部数量的增加，区域品牌影响力和总部集聚效应将更为凸显，国际跨国公司也会更为看好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因此，将会有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职能总部，尤其是研发总部落户北京。因此，要形成总部经济的全市统一规划，凝聚各区县总部经济的发展合力，着力打造北京周边地区的总部制造基地，完善“总部—制造基地功能”链条，最终优化首都总部经济的整体发展环境。


（三）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工业化、信息化和知识化是现代化发展的三个阶段。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文化和研发是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教育和研发是知识经济时代最主要的部门，知识和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是最为重要的资源。


1．教育科研


东京作为典型的世界城市，其知识经济也发展得相当好。在
 高科技以及教育方面，日本首都圈提倡的“产研学”的发展模式，极大地推动了圈内工业结构的升级，将工业生产与科研开发相结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如表4 13所示，2012年东京首都圈有255所大学，大学数占日本全国大学总数的33%，就读的大学生则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44%；东京首都圈还拥有全国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其中大部分是国家级的。东京的科技支出比重高达24﹒2%。从表4-14可以看出，东京的教育支出占整个财政支出的比重很高，2011年达到了11﹒9%，而当年北京的教育支出只占财政支出的4%，这与东京还有很大的差距。近年来，东京市政府不断努力将一些高科技产业向外转移，例如多摩接受东京区部分功能（主要是大学、研发机构和高技术产业方面）的转移，已发展成为东京都高科技产业、研发机构、商业及大学的集聚地；南部形成以筑波科学城为主体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集聚地，筑波科学城拥有60多个科研、教育、企业机构，共有科研人员1万名，占日本国立科研机构人数的1／2。同时，东京也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媒体功能。这里发生的各种政治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信息流和来自全国、全世界的信息流使东京成为全国信息交汇最为集中和迅速的地方。因此，东京集中了众多全国最大、最权威的媒体机构，如日本放送协会（NHK）、《读卖新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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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2012年东京首都圈的大学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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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24年首都圈整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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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东京的教育经费支出

资料来源：东京都统计年鉴公共财政支出表。


2．文化创意产业


在文化创意方面，东京具有较强的以亲和力、吸引力为特征的文化软实力。东京拥有雄厚的文化资源，是世界性文化高地。例如，东京是日本的文化之都，拥有东京文化会馆、迪士尼度假区、皇居、日本科学未来馆等世界著名文化设施。日本国内高度重视文化产业，喊出了“独创力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口号，是亚洲文化创意产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亚洲地区占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20%，其中日本占到一半。到2007年，日本的文化创意产业生产总值为526亿元人民币，而东京又占到其中的一半以上，这足以说明东京在文化创意方面走在日本的前列，同时也走在世界的前列。世界性首都城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情况差别很大，具体可参见表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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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5    文化创意产业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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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World Cities Culture Report：2012。


 可以看出，不管从高科技、教育还是文化产业，东京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它很好地利用了各个地区的优势，不仅局限在东京市，东京周边的一些地区也很好地承接了东京转移出来的一些知识型产业，这使得整个东京首都圈的知识经济发展变得更加顺畅。这些发展经验对北京来说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3．经验借鉴


我们对比东京可以发现，北京通过以下几点可以充分地发展知识经济。

（1）人才引进：北京可以效仿东京，作为全国最大的教育基地，要充分利用这方面的优势，将一些高质量的人才集中起来。与此同时，要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政府在财政支出方面要更多地考虑教育，为人才的培养提供好的基础。

（2）高科技产业发展：知识创新能力的增强，其最直接的反映之一就是在以软件和微电子为代表的北京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上。目前北京的软件企业占到全国的29%，软件产品的数量则占到全国的41%，年销售收入更达到了249亿元；在LINUX操作系统、办公软件、数据库等主要领域，北京都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昔日以钢铁业务占主营业务的首钢，现今生产线上已经“流出”了代表世界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芯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计算机CPU也已在北京诞生，高温超导等代表世界一流技术的新材料正在迅速实现产业化。

（3）地域间的转移：北京在发展知识经济的同时，应该效仿东京将一些高科技以及知识型产业进行适当的转移，例如东京首都圈的筑波和多摩。河北省的保定等地也有着相当的文化渊源，它的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北京可以将一些文化产业转移到保定，这样既可以减轻城区的压力，同时也可以促进保定的发展。


（四）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
 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

绿色经济是宽泛的概念，它包含了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和生态经济。东京在这几方面都做得比较好，且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东京每年用于环境的支出也比较多，从表4-16的数据可以看出，2011年东京的环保经费支出超过560亿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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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6      东京的环保经费支出       单位：百万日元

资料来源：东京都统计年鉴公共财政支出表。


1．公园、绿地方面


针对环境问题带来的困扰，日本内阁会议制定的《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指出，为了克服全球变暖等环境危机，实现“可持续社会”的目标，需要综合推进“低碳社会”“循环型社会”和“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的建设。在之后的几年里，东京首都圈的环境问题得到了一些改善，2012年东京市的自然公园面积达到了8万公顷，占到东京首都圈绿化面积的36﹒5%，在首都圈中位于首位（如图4 15所示）。2011年，东京首都圈的人均公园面积达到了8平方米／人，而周边的"木和茨城更是高达14平方米／人
[4]

 （具体情况可参见图4-16）。


2．低碳经济方面


低碳经济也是目前最受世界关注的领域，接下来就具体阐述一下东京在低碳经济方面取得的成果。具体措施归纳在表4-1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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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2012年东京首都圈的自然公园面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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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6　2010年和2011年东京首都圈以及全国的人均公园面积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24年首都圈整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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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7    东京在低碳方面的措施回顾

从表4-18可以看出，东京的空气污染物的指标数每年都在下降，这可以反映出东京在城镇绿化以及治理空气污染方面取得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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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8　东京空气污染物的指标数单位：百万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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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1993—2011年东京都统计年鉴。


3．经验借鉴


东京是日本低碳城市建设最为成功的典范之一，在大力研究与开发低碳能源、低碳科技、低碳交通、低碳建筑，以及提倡低碳工商业与低碳家庭生活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是世界目前重要的低碳城市先行者。这对于北京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具体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1）开发清洁能源。

低碳能源是建设低碳城市的基本保证。目前，低碳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仅占到1／5左右，今后由石油、煤炭和天然气能源唱主角的局面将得到改善。面对能源危机，东京大力研究、开发与利用绿色低碳能源，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源、风电、水电的新技术和新工艺。1998—2008年，东京使用一次能源的比例增加，减少了对碳基能源（石油、天然气、煤炭）的利用，核能与水电等清洁能源的使用也呈下降趋势。从图4-17可以看出，近年来东京市对于太阳能的利用程度在不断加大，碳基能源总体的使用比率持续下降，这表明东京的能源结构呈现清洁化程度提高的趋势。这方面北京可以充分利用，北京目前对于新能源的使用还很滞后，在建设首都经济圈的时候可以加强。

（2）生态交通。

为了减少交通部门的碳排放量，东京采取了多种节能减排措施，例如低污染、低耗能的汽车的推广，促进生物柴油应用计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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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7　东京首都圈住宅用太阳光发电辅助金申请量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24年首都圈整备报告。

及提倡生态驾驶等。为大力提倡使用低污染、低耗能汽车，东京都政府采取了对购买者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的政策。促进生物柴油应用计划，东京开始针对市区范围内的公共汽车引入生物柴油，并开展第二代生物柴油在市区范围内公共汽车的应用论证和研究。提倡生态驾驶，杜绝突然加速与减速行为、飙车与发动机长时间空转。生态驾驶还被编入驾驶员培训教材，力图从根本上培养驾驶员的良好习惯。

东京超过80%的公司员工、学生早晚出行乘坐轨道交通。轨道交通还将许多大城市连接在一起，乘坐著名的“新干线”，许多日本人可以在东京工作，而居住在大阪、神户、京都等其他大城市，这样就缓解了大城市交通和居住的压力。对比北京，我们可以发现，北京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其中包括公共交通工具的低收费、私家车工作日的限行以及北京市民购车的摇号机制等，这些都是减少汽车尾气排放的努力和尝试，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北京可以效仿东京，加强与其周边的卫星城的交通建设，使人们能够居住在郊区、上班在中心。

（3）绿色建筑。

据统计，在2005年，整个东京60%的能耗来自建筑。为此，东京政府出台了《东京绿色建筑计划》《绿色标签计划》《2007年东京节能章程》《2008年东京环境总体规划》等政策。东京在市政府机
 构中广泛采用节能措施，为节能理念与节能技术在全社会的推广起到了示范作用。其中，东京都政府要求面积为1万平方米的新建建筑必须向政府提交环境报告，以促使建筑物拥有者按东京市政府的要求进行可持续的低碳设计。开发商在出售公寓时必须提供环保效益标识，如绝热程度、能效情况、绿化面积、太阳能利用状况及使用寿命，以向公众展示公寓的环保性能。同时引导政府机构、学校、医院等市政机构使用绝热性好、节能效率高的电器设备，增加绿化面积，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根据《2008年东京环境总体规划》，东京政府计划将新建筑的节能标准从现在的14%增加到2016年的65%，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房屋的耗能水平。该规划还计划加大对现有建筑的节能翻新建设，以及“零耗能住宅”的推广。这方面值得北京好好借鉴一下，北京市可以颁布类似的政策，促使房地产开发商完成这些硬性指标，真正使得北京出现绿色建筑。

（4）工商业节能。

2010年4月1日，亚洲首个碳信用交易计划“现身”日本东京，揭开了碳交易在亚洲施行的序幕，其中东京都政府颁布的《强制碳减排与排放交易制度》，针对1 100家商业机构与300家工厂提出了节能减排的硬性要求，要求大型商业机构2020年的碳排放量在2000年基础上减少17%。东京大型的商业机构虽然数量上仅为东京商业机构的1%，但碳排放量占到了商业部门与工业部门总排放量的40%。因此，东京都政府首先大刀阔斧地对大型商业机构推行了节能减排措施。北京目前也在进行这方面的努力，迁出一些高污染的企业，对于企业的碳排放量以及污水排放量等作出明确的要求。


（五）临空经济


临空经济是指以航空运输（人流、物流）为指向的产业在经济发展中将形成具有自我增强机制的聚集效应，不断引致周边产业的调整与趋同。这些产业在机场周边形成经济发展走廊、临空型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各类与航空运输相关的产业的集群，进而形成以临
 空指向产业为主导、多种产业有机关联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

东京一直以其交通引以为傲。以东京都为中心，分别有成田机场、羽田机场、横田机场，它们一起构成三角形航空布局（如图4-18所示），使东京首都圈的航空经济能够快速发展。其中，羽田机场的客流量居首位，达到了6 260万人，而成田机场的货流量达到了190﹒52万吨。我们还可以从表4-19中看出，在2007年之后，由于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东京这两个机场的客货流量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这充分说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对于整个地区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很深的影响。下面我们重点介绍一下成田机场，因为成田机场所形成的临空经济是各个国家借鉴的典范。东京成田机场位于日本关东地区距东京市区66公里之遥的千叶县成田市，是日本最大的国际机场，也是世界上离城市较远的机场之一。成田机场周边形成了成田国际物流复合基地及工业园区，包括一个国际物流复合基地和多个临空工业园区，适合发展高科技产业，且具有高水平城市功能，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地。成田机场物流中心是世界航空货物处理量较大的物流中心之一，也是目前日本规模最大的物流中心，其处理的航空货物约占全日本业务量的6成。成田机场周边的产业布局主要有：（1）物流产业，其中包括成田国际物流复合基地、成田国际物流联盟；（2）会展，例如爱知世博会；（3）航空产业，包括机场临空工业园地。此外，茨城县筑波科学城是日本著名的学术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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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东京首都圈航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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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9    东京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的客货运流量

资料来源：东京都统计年鉴运输表，1999—2011。

北京在临空经济方面已经发展得很好了（相关指标可参见表4-20），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也形成了一定的临空经济。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总体规划控制面积178平方公里，其中核心区规划面积为96平方公里（含机场占地27平方公里）。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在机场周边10公里范围内，以天竺综合保税区、空港经济开发区、林河经济开发区、国门商务区、空港物流基地、北京汽车生产基地等六大功能区和机场周边重点镇为平台，航空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共同推动，物流、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主导产业突出、产业集聚明显的高端产业功能区，正成为首都北京东部发展带最具经济活力的新增长极。北京天竺综合保税区紧邻机场西北角，兼有“港”与“区”的双重特性，它叠加了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的所有政策和功能。目前，区域内的天竺口加工区共有28家企业入驻，其中20家企业投产，进出口总额每年都在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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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北京首都经济圈的临空经济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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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各省市统计年鉴。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西侧，以航空类产业和临空高科技产业为主的北京空港经济开发区，现代化厂房连成一片，已有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家中外企业相继入驻，每公顷土地投资上亿元，产出达到2﹒1亿元，创造了惊人的钻石效应。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侧，作为中国北方微电子产业基地之一的林河经济开发区，有研硅股、北一数控等国内著名电子技术生产企业在这里落户；以数控机床、微电子、光机电一体化等为代表的现代制造业成为这里的主导产业；“精密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超精密机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正在加紧建设；以北京现代为龙头的北京汽车生产基地，正创造着中国汽车工业史的奇迹。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侧，以航空物流业为主的北京空港物流基地初具规模。荷兰TNT、日本邮船、德国汉莎等9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美国普洛斯、日本近铁、丹麦华辉、中外运、宅急送等70余家国内外知名航空物流企业相继入驻。

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南侧，规划总面积19﹒65平方公里的国门商务区正在加紧建设。国门商务区以吸引国内外航空企业总部、航空相关产业总部、金融及衍生产业总部为突破口，重点发展航空运输、航空培训、金融保险等生产性服务业，配套发展商务服务、餐饮娱乐等现代服务业，成为现代化国际商务区，树立了首都国门的新形象。

2010年，北京临空经济区生产总值达到600亿元以上，预计到2020年，经济总量再翻两番，达到2 400亿元
[5]

 左右，成为推动
 北京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连接国际国内的枢纽空港，服务东北亚、面向世界的“自由贸易港区”。

同时，在北京大兴区修建的新机场也必将成为引领北京首都经济圈临空经济的主力。这样在北京的南部也有一个临空经济区，可以和东部形成很好的互补，也能带动南城的经济发展。如果能和河北建立起机场的轨道交通、天津机场和北京南站直接对接的轨道交通，对于河北保定等城市经济发展也有很强的带动作用。相关报告指出，北京新机场是首都城市功能的重要支撑和安全保障，是首都经济的新引擎、城市的新地标。未来三年，将全力推进主体工程建设，认真研究制定新机场临空经济区规划。北京新机场的规划建设是促进城南地区持续发展的持久动力源，也是促进城南地区向承担首都对外交往高层次功能转变的历史机遇。“两带一轴多园区”的产业格局将在城南地区逐渐定格。北京市将构建南部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带、永定河绿色生态发展带、南中轴商务文化发展轴。这些产业园区将严格产业准入条件，着力吸引“用人少、占地少、用水少的高端高附加值”产业项目落地，加快形成以高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现代产业体系。


（六）临轨经济


临轨经济是本书提出的在轨道交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种新型经济体系。轨道交通作为现代化都市的交通命脉，不仅能有效地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同时能更有力地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


1．交通网络情况


东京首都圈之所以能在过去50多年里持续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起到关键的作用。东京首都圈的形态从最初的单中心城市发展成充满活力的多核心型首都圈。东京首都圈建立了由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航空、港口等构成的区域性交通网络，综合化、网络化的交通基础设施加速了区域资源的
 整合，促使首都圈内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协作。进入21世纪以来，首都圈环线道路的建设成为重点。东京地铁系统拥有13条线路，220多座车站，线路总长312﹒6公里
[6]

 （可参见图4-19）。东京地铁的日均客流量为1 100万人次，是世界上客流量最大的地铁系统。日本新干线，也就是日本的高铁，1964年第一条路线（东海道新干线，即连接东京与大阪）运营通车。目前，日本境内有8条新干线路线，其中包括2条“迷你新干线”。对于具体的年运量，各个来源的数据略有差异，大体上，东京圈内轨道交通日均运量在3000万人次以上，其中，国铁通勤近1 000万人次，私铁超过700万人次，地铁超过800万人次。总体看来，铁路大约1 700万人次，地铁超过800万人次，比例超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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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东京地铁线路图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白皮书。

在东京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核心职能不断向都心聚集，同时强化其对首都圈的辐射力，居住地及产业也日益向外围扩散，由此带来的通勤及业务出行需求剧增。在空间资源匮乏且环境敏感的
 大都市中，轨道交通在保障东京首都圈出行的高效、快捷及抑制环境污染等方面无疑起到了突出作用，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要在此类人口高度密集的地区建设一个交通便捷、经济繁荣的首都圈，离开了轨道交通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从东京首都圈的发展可以看出，郊区的扩展是沿辐射状的城市轨道线路；山手线上的池袋、新宿和涩谷等城市次中心的发展，与郊区通勤铁路在此设终点或换乘站从而带来巨大人流量密切相关。由此可知，以轨道交通的建设带动城市特定轴带的发展以形成合理的布局结构，同时通过枢纽的精心布局，引导形成合理的城市或首都圈中心等级体系，是必要且有效的。

因此可以说，东京的轨道交通对于东京首都圈的临轨经济甚至对于整个东京首都圈的经济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2．北京临轨经济发展情况


对于北京，我们需要借鉴东京的方面有很多，东京与北京轨道交通具体情况的比较可参见表4 21。目前来看，北京的轨道交通建设已初具规模，据2012年《北京市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2年末全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16条，比上年末增加1条；运营线路长度442公里，比上年末增加70公里；运营车辆3 685辆；全年客运总量24﹒6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2﹒3%。北京地铁1号线、2号线交汇的建国门和复兴门都形成了商圈效应；西直门和东直门作为换乘站发展迅速，商铺租金上涨明显；5号线和13号线交汇的立水桥区域汇集了东方明珠、东亚奥北中心等多个商业项目，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此外，地铁也将北京郊区与中心城区紧密联系起来，带动沿线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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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1    东京和北京地铁相关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东京：2011年《东京都统计年鉴》；北京：2012年《北京市统计公报》。

目前，河北还没有地铁投入运营，但石家庄地铁已经处于建设中。同时，北京拟将地铁6号线向东延伸：通州—燕郊；4号线
 （大兴线）向南延伸：南兆路—固安；亦庄线向南延伸：亦庄—廊坊。通过贯通北京至河北的轨道交通，为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交通便利和无限商机。

首都经济圈内及途经圈内开通运营或正在建设中的高铁有京津（北京—天津）、京石（北京—石家庄，途经河北保定）、津秦（天津—秦皇岛，途经河北唐山、秦皇岛）、石武（石家庄—武汉，途经河北石家庄、邢台和邯郸）、石太（石家庄—太原）、京张（北京—张家口）、京唐（北京—唐山）、京沈（北京—沈阳，途经河北承德）、石济（石家庄—济南，途经河北衡水）。根据规划，到2020年，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城际轨道交通总里程达到710公里，线网布局满足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主要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城际轨道交通网络将覆盖京津冀地区的主要城市，基本形成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

综上，北京已经意识到发展临轨经济的重要性，临轨经济可以很好地促进北京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使得北京作为世界性城市的基础条件更加完善。同时这对于整个首都经济圈的建设也有很大好处，特别是与河北、天津地区的联系将会更加紧密，也有可能形成与东京类似的住在河北、天津，工作在北京的局面。


（七）园区经济


东京首都圈的筑波科学城始建于1963年9月，位于日本东京东北约60公里和成田国际机场西北约40公里处，其以雄厚的科研实力、优美的居住环境闻名于世。筑波科学城位于筑波市中心，总面积约为28 400公顷，包括研究学园区和周边开发区两大部分，其中研究学园区南北延伸18公里、东西延伸6公里，占地面积2 732平方公里。筑波发展采用的是集中式布局，其内有筑波大学（原东京教育大学）、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筑波宇宙中心和国立公害研究所等在内的国立科研及教育机构共计46
 家。筑波是日本政府第一个尝试建立的科学城，也是完全由中央政府资助建立的。筑波科学城区的目标是促进科技发展，在筑波大学和国家机构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先进的研究和高层次教育中心。日本建立筑波科学城是形成日本国家级科研和教育基地的重要战略举措。筑波科学城的情况概述如表4-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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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2    筑波科学城的情况概述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24年首都圈整备报告。

在北京，园区经济发展比较迅速，下面主要以中关村科技园和亦庄经济开发区为例。中关村科技园区规划面积为232 152平方公里
[7]

 ，由核心区、发展区和辐射区三个功能区组成。其中，中心区规划面积124 192平方公里，包括海淀园（城市建成区部分）、德胜园、健翔园和雍和园；发展区规划面积23 130平方公里，包括
 海淀园的永丰产业基地、环保园、科技成果转化基地、文化教育基地、国际教育园、农林科技园、航天城、海淀山后小城镇科技产业用地和昌平园的生命科学园等；辐射区规划面积84 130平方公里，包括丰台园、昌平园、电子城、亦庄园、石景山园、大兴区的生物工程和医药基地及通州区的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通州国家环保产业园等。中心区以研发、市场营销、商业服务、企业孵化为主要功能；发展区主要开展中间试验、规模化生产、产业配套；而辐射区则进行规模化生产。

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位于北京市大兴区亦庄镇，筹建于1991年，1992年开始动工建设并招商。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是经国务院批准建设的北京市唯一的开发区，是北京市现代制造业的核心基地。2002年8月8日经国务院批准，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期）15平方公里的基础上，将凉水河以南的10平方公里和京津塘高速公路以东的14平方公里全部纳入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用地范围，包括周围为开发区配套的物流、居住和绿化空间隔离地区，总计控制范围内的用地面积达200平方公里。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成为北京市乃至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的核心区域，及北京作为世界城市的展示区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2012年12月28日亦庄地铁线路开通，与5号线连接，为亦庄周边居民的外出提供了便利条件。

中关村科技园区和亦庄技术开发区的设立可以很好地促进北京首都经济的发展。它们作为一种产业集聚，影响十分广泛。其中中关村科技园区形成比较早，在其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1）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空间不足；（2）自主创新体系尚未完全构建；（3）部分园区主导产业定位不明确，产业集群特色不明显；（4）各园区之间职能分工不明确。针对这些问题，再结合东京筑波科学城的园区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区可以进行一些改进。例如构建产业集群，打造品牌形象；完善“官、产、学、研”合作机制；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园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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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24年首都圈整备报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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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

以上对东京首都圈的七个经济形态做了详细分析。限于资料，本章没有对临港经济展开分析。但根据其他相关研究，东京首都圈的临港经济也十分发达，形成了包括东京港湾周边的港口群经济。下面再简单总结一下东京城市圈的建设对于北京的一些启示：

（1）鉴于包括土地在内的各种自然资源十分有限，东京的发展有别于欧美国家城市在发展过程中低密度、粗放式的扩张模式，而是采取了以便利、完善的基础设施为基础，形成疏密相间、适度集中、集约化发展格局的模式。

（2）东京首都圈的五次综合规划都体现了以产业、居住、交通、环境等为主题的规划理念，并制定出了相应的行动纲领。如针对人口膨胀、商务办公云集、“一级集中”矛盾尖锐、交通与环境污染等大城市通病日益恶化等问题，在日本逐渐形成了“多核心型”城市结构理论，即“控制商务功能向中心区的继续集中，使其向副中心疏散，促进就业和居住平衡接近的城市”。为了分担日益向东京中心集中的商务办公功能，第二次规划（1975年）和第三次规划（1985年）分别提出构建以商务核心城市为中心、独立的自立型首都圈，最终形成区域多心多核功能分散的首都圈分散型网状结构。

（3）注重方便、快捷的交通网络体系建设，是确保首都圈产业联动与一体化发展的前提和支撑。东京首都圈在每一次规划中，都遵循“优先公共交通”原则，其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在资金上还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如日本地铁建设采用补助金制度，对于市郊铁路，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36%的补贴，而对单轨等新交通方式，国家的补贴高达2／3。


 （4）东京首都圈的发展在产业分布方面也积累了重要经验：首先，在工业结构高级化过程中，经济结构呈现出高技术化趋势。其次，都市型工业是能够广泛吸收就业、为满足现代城市功能服务的行业，这些行业一般具有劳动密集、花色品种变化快、耗水少、污染低、占地少的特点。从东京工业结构演化来看，都市型工业在整个过程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一直位于主导行业之列。再次，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推动产业链的形成，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在东京首都圈形成过程中，日本政府积极、适时、主动地实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后，充分重视与构筑合理的产业链，以优化的城市职能分工促进区域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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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调整经验

自20世纪60年代韩国确立“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起，韩国经济开始崛起和腾飞，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里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200～300年的发展历程，突破了传统经济的发展模式，创造了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的“汉江奇迹”。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韩国政府运用一系列金融、财税等政策，努力克服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力。伴随着韩国经济结构的整体变化以及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的调整，首尔的经济结构也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从以纤维工业为主的出口加工业到重化工业，从以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到技术、知识密集型的信息产业，从“高科技产业＋旅游业”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到“设计首尔”和“绿色首尔”发展战略的提出，首尔的经济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发展方向越来越明确，服务业逐渐成为首尔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主导经济形态。


 首尔的快速发展还得益于首尔首都圈内各个城市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一体化发展格局。首尔首都经济圈和我国北京首都经济圈有一定的相似性：北京和首尔都是国家首都，在城市性质、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上可以进行比较；二者都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中心，交通枢纽和繁华的现代大都市；在历史上都有悠久的建都史，曾经举办过亚运会和奥运会；作为世界著名的旅游城市，在本国经济圈中处于中心位置；大学和政府管辖的研究所大部分位于此，高级人力资本优势明显；仁川广域市地域面积比天津小，但在区位特征、经济总量和城市功能上，两者也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深入分析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过程，总结其发展特点、经验和规律，有利于加深对我国首都经济圈发展的认识，为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提供有益借鉴。





一、首尔首都圈的基本情况


（一）首尔（首尔特别市）


首尔，前称汉城，2005年正式更名为首尔（全称首尔特别市），是韩国最大的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首尔位于韩国西北部的汉江流域、朝鲜半岛的中部，是韩国的首都和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中心。

首尔总面积605﹒5平方公里，不含溢出的卫星城、仅行政区内人口就达997﹒6万人（2012年末），占首尔首都圈（SNCA）总人口的40﹒4%，人口密度高达16 483人／平方公里。首尔的城市化率已达到100%，是韩国城市化率最高的城市。作为首尔首都圈的核心城市之一（如图5-1所示），尽管首尔的面积仅占韩国国土面积的0﹒6%，但区域生产总值（GRDP）占韩国生产总值的22﹒8% （2011年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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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首尔首都圈地域范围

首尔是世界十大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世界重要的经济中心。这里物价昂贵，消费者物价指数居世界第五，在亚洲仅次于东京。2008年，首尔被《福布斯》杂志列为世界第六大经济城市、第七大都市。作为“国际设计之都”和一个高度数字化的城市，首尔的数字机会指数位居世界第一。首尔同时也是世界诸多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国际性银行都在首尔设有分支机构，韩国最著名的跨国公司的总部都设在首尔。


（二）首尔首都圈


首尔首都圈始于20世纪60年代韩国工业化快速启动时期，在7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1982年，韩国颁布了《首都地区管理法》，设立了跨辖区的超级机构———首都地区管理委员会，对首都地区的
 经济发展、土地利用和基础设施建设进行统一的规划和管理，并且该法首次确定了首都圈的边界。

首尔首都圈的行政范围包括中心城市首尔特别市、仁川直辖市、京畿道行政区及其下属的64个次级地方行政区，即由3个市和道管辖的27个市、6个郡和33个自治区（地方基础自治团体）组成，其管辖范围包括33个邑、129个面和942个洞。

首尔首都圈的地理范围包括以首尔为中心70公里以内的区域，总面积约11 818平方公里，占韩国国土面积的11﹒8%；人口约2 470﹒6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49﹒4%。2011年，首尔首都圈实现GRDP 585﹒9万亿韩元，接近韩国GDP总量的一半。2012年，首尔首都圈城市化率为95﹒9%，其中心城市首尔的城市化率已达到100%。此外，首尔首都圈内大型商圈数量和铁道系统密度等指标均位居世界各大型都市区的前列。首尔首都圈的基本情况见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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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首尔首都圈的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http：／／kosis．kr）。

首尔首都圈是韩国的经济中心。2011年，首尔首都圈GRDP占全国GDP的47﹒2%。其中，首尔市GRDP占首尔首都圈GRDP 的48﹒3%，京畿道以41﹒6%的比重位居第二，两者加起来占首尔
 首都圈经济总量的90%左右。2011年，首尔首都圈三次产业比重为0﹒6%：25﹒7%：73﹒7%；其中，首尔市的第三产业比重高达91﹒7%，是典型的现代服务业城市，仁川市和京畿道的第三产业比重也超过了60%。首尔首都圈里三个中心城市的就业人口比率均超过50%。可见，首尔首都圈在经济活动、就业机会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过度集聚的现象仍在持续。首尔首都圈GRDP、各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和就业人数等情况如表5-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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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   首尔首都圈地区生产总值、各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和就业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厅，国家统计门户网站（http：／／kosis．kr）有关年份数据计算得出。





二、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

首尔首都圈始于20世纪60年代韩国工业化快速启动时期，在70年代中期初步形成并于20世纪90年代趋于成熟、稳定，实现了首都圈从首尔市的一城独大到区域的整体崛起的转变。从人口、产业等的中心集聚发展到区域均衡布局，城市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空间结构不断优化。

从历史上看，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的变化主要受韩国经济发展
 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但现实中，首尔首都圈的形成主要源于首尔和仁川两大城市毗邻的地理位置以及相互协同配合的资源优势。首尔首都圈先后经历了产业发展、产业分散、产业抑制、产业竞争以及产业创新等不同的发展阶段，最终形成了以首尔的现代服务业、仁川的现代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为主导，两大核心城市分工协作的产业格局。


（一）20世纪60年代：产业发展期



1．经济社会背景


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开始实施第一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962—1966年），依靠外国援助逐步在轻工业领域建立起一批基础性产业。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韩国紧紧抓住当时发达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机遇，结合国内实际情况，实行出口替代政策，利用人口多、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扶植大企业大力发展出口加工工业，取代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的进口替代政策，确立了外向型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从此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的主导产业转变，韩国经济开始起飞。20世纪6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成果有：农业比重急剧下降，第三产业快速增长，轻工业比重超过60%。


2．首都圈经济结构变化


这一时期，韩国政府实行“大城市、大企业和工业为主”的增长战略，带动了首尔的快速发展。韩国政府主要对当时人力资源、城市基础、港口等区位条件相对优越的首尔—仁川地区给予重点支持，集中建设劳动密集型轻工业园区，对区域公路、铁路、港口、供水等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造成了韩国产业分布主要集中在首尔—仁川地区的局面。此时，首尔的经济也开始迅速发展，纤维工业成为首尔的主要出口加工工业；而仁川利用港口和背靠首尔的区位优势，积极创建出口加工区，为经济腾飞注入了兴奋剂。


 3．首都圈城市化和人口


整个20世纪60年代，韩国的城市化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的数量以及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快速城市化集中在首尔及其周边的几个大城市，由此引发人口的大规模迁移，中小城市反而出现了人口减少的现象。首尔的人口由1960年的240万增长到1970年的550万；仁川由1960年人口只有20万的小城市成长为人口50万的大城市，整个首都圈人口数量到1970年达到880万。随着1969年城市行政疆域的扩展，首尔市的市域面积增长到613平方公里；并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首尔外围建设卫星城，首都圈的发展快速起步。


（二）20世纪70年代：产业分散期



1．经济社会背景


1978年，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令韩国经济遭受重创，调整产业结构成为韩国政府的首要选择。1973年，韩国开始实施“重化工业发展计划”，连续制定了7个《特别工业振兴法》，逐渐实现了从资本密集型到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主导产业高度化转变，进一步推动了重工业体系的建立。汽车、造船、石化、钢铁和机械制造等产业迅速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韩国制造业的结构比重达到30﹒42%。20世纪7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的成果主要有：投资少、见效快的轻工业价格优势逐渐丧失，占制造业80%的投资集中于重化工业，其比例明显提高；到70年代末，重工业的比重超过了50%。


2．首都圈经济结构变化


这一时期，首尔、仁川等重要城市受大力发展重化工业战略的影响，经济结构明显有重化工业的倾向。仁川的发展更为典型，它紧紧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成立南洞工业园，发展重化工业，进而奠定了全国制造中心的地位。

同时，首尔首都圈开始进入产业分散期。为防止工业向局部地
 区过度集中，政府将国土划分为工业转移促进区、工业限制整备区和引进产业区三类地区。首尔则属于工业转移促进区，仁川则属于工业限制整备区。这一时期，首都圈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其外围地区的快速发展，中心区首尔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仁川等地区发展迅速。

1973年，仁川建成了大型石油化工基地。同年，位于首尔以南的大德规划建设为新的教育科研基地，以吸收部分来自首尔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首尔西南部的安山新城也是为承接首尔市内转移出的中小工厂和污染企业而建的。1977年，政府颁布《环境保护法》，将市内的所有污染工业强行迁至安山新城。1979—1980年，政府对首尔3 000家公司发布《位置变更法令》，迫使它们进入京仁工业区和其他工业新城。


3．首都圈城市化和人口


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首尔等大城市迅速扩张，各种产业基地大规模开发，首都圈周边工业城市迅速成长，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到20世纪70年代末，首尔市的人口突破了800万人。同时，首尔周边卫星城继续加快建设，到1980年首尔周围已经拥有6个卫星城。由于工业发展的需要，首都圈的人口继续大量增加，到1975年突破了1 000万。


（三）20世纪80年代：产业抑制期



1．经济社会背景


20世纪80年代，根据当时的条件和产业发展规律，韩国政府把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产业政策的重点，开始强调“科技立国”战略，经济重心向高科技领域转变。尤其是1988年汉城奥运会带来的“奥林匹克效应”，促使韩国经济在“汉江奇迹”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飞跃，拉开了韩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由加工业向服务业转化升级的序幕，韩国经济出现了连续10年的高速增长。这一时期，汽车、电子产品和半导体成为韩国的主要工业。


 2．首都圈经济结构变化


在此背景下，首尔市政府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发展电子信息、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环境与能源技术等最富竞争力的高新技术，并通过这些高新技术之间的联合，打造产业集群优势。这一时期，首尔因举办奥运会，其体育产业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作为韩国服务业的中心，首尔是国内服务业的集中点，有力推动了韩国经济的发展。

这个时期，首尔的产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持续迅速下降至13%左右，而第三产业的比重由1985年的71﹒09%持续迅速地上升至86﹒6%。由首尔、仁川、京畿道构成的整个首都圈内的高技术企业数占全国的69﹒7%，高技术企业的产值占全国的62﹒8%；整个首都圈内的制造业企业数占全国的57﹒0%，其产值占全国的43﹒6%。其中，首尔集中了全国50家大企业中的48家，同时首尔也成为众多外国公司总部所在地。

首尔首都圈形成了核心城市以服务业为主、周围地区以工业为主，有快速交通线路相连，结构上相互依赖又各具特色的有机整体。此时，《首都圈整备规划》出台，把首都圈地区划分为转移促进区、限制装备区、开发引导区、开发保留区和自然保护区等五大类，根据不同地区的要求实施不同程度的限制与分散政策。


3．首都圈城市化和人口


到20世纪80年代末，首尔市的人口突破了1 000万。为了缓解首都圈的人口集中现象，政府实施了首尔周边新城市开发策略。首尔人口集中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但首尔周围的卫星城人口反而急速增加，京畿道和仁川两地的人口总数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经接近800万。首尔周边的卫星城建设更是突飞猛进，由1980年的6个增加到1990年的16个，而且在1985—1995年期间，首尔首都圈50万人口以上的卫星城由1个上升到8个。这一时期，韩国通过了《首都圈管理法》，确定了首都圈的范围以及管理机构。同时，利用举办奥运会的有利时机，首尔首都圈的市政、
 交通、环境等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


（四）20世纪90年代：产业竞争期



1．经济社会背景


这一时期，韩国的产业政策重点是积极推进信息化，努力推动资本密集型或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韩国通商产业部制定的《21世纪前10年韩国产业发展的战略与展望》为韩国紧跟信息时代发达国家的脚步指明了方向。此时，韩国服务业突飞猛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服务业以宾馆餐饮旅游业、信息与电信服务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租赁业以及商业服务业为主，其中信息与电信服务业发展最快。2000年，电子信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韩国成为世界第三大半导体生产国。


2．首都圈经济结构变化


首尔市提出“高科技产业＋旅游业”的新经济发展方向，将传统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有机结合在一起，有效弥补了传统制造业发展的不足。相比之下，仁川开始了第三次产业变革，独自建立了松岛新区，并成功使园区成为国家重点扶持发展的经济自由区，重点发展知识产业、国际商务业、尖端生物产业，也成为跨国企业的亚洲总部。

1990年，首尔首都圈的制造业吸纳了全国48﹒8%的制造业工人，其中位于仁川的南洞工业区集中了1 500多家企业和1﹒8万多名产业工人。产业的集聚造成了人口的大量集中，首尔首都圈新的产业结构成为新的城市发展节点，首都圈由单中心模式向多中心模式发展。此时，首尔首都圈进入增强城市产业竞争力时期。首尔首都圈不再单纯抑制其发展，而是依据全球化背景对产业发展提出的新要求，对首都圈的产业区位政策、产业园区开发、产业区位法规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首尔首都圈已经发展成为东亚地区著名的超级首都圈之一，在韩国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3．首都圈城市化和人口


这一时期，首都圈的发展相对较缓，整个首都圈人口由1990年的1 800万增长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2 100万，而且首尔市的人口出现了负增长，由1990年的1 060万下降到1 020万，净迁出人口约40万。首尔首都圈以外的城市得到较大的发展，首都圈发展步入缓慢阶段，总体上全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开始走向均衡。


（五）2003年以来至今：产业创新期



1．经济社会背景


自2003年卢武铉总统上任以来，为了根治首都圈人口、交通、环境等大城市病，实现地区间的均衡发展，首都圈先是迁都，但以失败告终。此后又推行《公共机关迁移案》，根据该方案内容，韩国政府将从2012年起将中央政府的12个部级机关和6个副部级机关迁往中部的燕歧—公州地区，将首都圈的346个公共机关（即提供公共产品的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中的176个公共机关分散安排到全国各地。预计有32 000名机关职员属于搬迁对象，加上相关产业人员及家属，总共将有90万人外迁。


2．首都圈经济结构变化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政府提出“设计首尔”和“绿色首尔”战略。为应对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韩国政府采取了改革金融市场、调整经济结构等一系列应对政策，试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随着首尔城市经济的知识化和产业结构的“软化”，服务业逐渐成为首尔作为国际大首都的主导经济形态。

首尔的服务业在“设计首尔”的引领下占到了经济总量的85﹒7%，设计产业的年增长率超过19﹒2%，“设计”成为提升城市整体文化价值的社会概念。此外，政府还实施了“绿色首尔”战略，通过颁布城市规划法、建设城市绿带、促进垃圾分类等措施，实现可持续发展。

仁川主要依托同首尔的经济分工和紧密的经济联系，向综合性
 临海工业城市和港口城市迈进，成为首都经济圈中重要的生产基地。它通过瞄准对外产业，重点推动仁川机场、仁川港和经济自由区的建设，形成与首尔错位发展的格局，弥补服务业发展整体滞后的短板。

首尔首都经济圈经过几次调整，经济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其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如表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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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    首尔首都圈三次产业结构变化（%）

资料来源：丁一文．国外首都圈发展规律及其对我国首都经济圈建设的启示．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63-73．





三、首尔行政迁都世宗市的启示


（一）迁都世宗市的背景及过程


首尔首都圈包括以首尔为中心70公里以内的地理范围，总面积约11 818平方公里，占韩国国土面积的11﹒8%；人口约2 470﹒6万人，占韩国总人口的49﹒4%。首尔首都圈作为韩国的经济中心，在就业机会及其他环境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随着首尔首都圈的发展，过度集聚现象仍在持续，导致经济发展不平衡、交通堵塞、住宅拥挤、房地产投机、大气污染等重大“城市病”日益严重。同时，中央和地方政权在权力分配和协调上的矛盾日益加剧。解决地区均衡发展和权力再分配问题已成为韩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课题。


 历史上，韩国和朝鲜长期保持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和对峙状态，而首尔地处距朝鲜的临时军事分界线（三八线）仅40公里的位置。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冷战时期，首尔就因地理位置上的不利因素，促使当时的大韩民国政府动议迁都。随着近年驻韩美军从首尔周边向南撤至中部省份的战略调整，首尔的军事保障渐失，迁都“避战”的呼声逐渐高涨。因此，迁都可以有效地促进各地区均衡发展，对地方经济利益和行政权力进行重新分配，有利于国家的整体发展。最终，世宗特别自治市被选定为迁都地址。

卢武铉上台后，在执政党的推动下，韩国国会于2003年底通过了《新行政首都特别法》，决定将韩国行政首都从首尔南迁至韩国中部地区。2004年8月，韩国政府宣布将新行政首都设于忠清南道的燕歧郡与公州市的交界处。然而，此后由于卢武铉迁都的实际动作太大，引起反对者提起宪法诉讼。2004年10月，法院裁定《新行政首都特别法》违反宪法，设立“行政首都”的方案搁浅。

“迁都”受阻之后，卢武铉政府又提出了在中部地区建设“行政中心城市”，迁移部分政府机构的计划，并征得了当时最大的在野党大国家党的同意。韩国国会于2005年3月通过了《行政中心城市特别法》，并在此后的宪法诉讼中获胜。

2007年，李明博当选新一任总统，他在竞选时表示支持世宗市建设，世宗政府大楼也于2008年12月正式启动建设工作。后来，李明博政府改变了建设世宗市的想法，认为迁都会造成行政资源浪费、效率低下和秩序混乱，对于区域均衡发展和当地生产力提高也会造成不利影响。2010年，政府提出修正案，全面取消了原方案中迁移政府部门的计划，转而将世宗市改建为“行政中心复合城市”，即以教育科学为中心的经济城市，打造科技特区并引进高科技、绿色产业和高等学府等。历经10年曲折，世宗特别自治市于2012年7月1日宣告正式成立。首期迁移部门包括国务总理室、企划财政部、农林水产食品部、环境部、国土海洋部、公正交易委员会、行政中心复合城市建设厅等7个部门。


 （二）迁都世宗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效果


世宗市占地面积465﹒23平方公里，建设规划共有6大部分，包括中央行政区、尖端知识基础区、医疗福利区、文化国际交流区、大学研究区及都市行政（地方政府行政）区。按照规划，随着城市的发展，世宗市人口有望在2020年达到30万人，并在2030年增至50万人。目前通过世宗市建设，政府最期望解决的是首都圈人口密集问题。以下统计数据显示了这一人口分散过程：

自1970年韩国开始人口统计以来，2011年首次出现首尔首都圈流出人口数超过流入人口数。由此可见，首尔首都圈的人口膨胀速度较过去放缓，其中迁都世宗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迁都还可以适当分散首都的部分行政职能，实现首都经济圈内资源的合理化再分配调整。截至2013年11月25日，韩国统计厅发布的韩国国内人口迁移情况统计结果显示，2013年10月世宗市的人口迁入率达0﹒38%，为韩国最高，并已连续13个月列居首位。2014年5月发布的统计分析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1月1日，世宗市人口数为117 177人，比三年前增长27﹒2%。报告调查结果显示，人口增长主要来自其他地区的流入。具体流入原因按照比重排序主要是：第一，解决就业（33﹒5%）；第二，随迁（22﹒5%）；第三，购房（11﹒5%）；第四，良好的教育条件（8﹒3%）等。按照来源地比重排序来看：第一，京畿道（22﹒5%）；第二，大田（21﹒3%）；第三，首尔（16﹒5%）；第四，忠清南道（10﹒9%）。数据表明，迁都世宗市有利于缓解首都圈行政职能过度集中带来的人口膨胀、资源错配等一系列问题。

目前，世宗市建设“行政中心复合城市”正处于过渡期，它的各项条件远不及首尔，因此不少人仍然愿意留在首尔。2014年发布的统计分析报告显示，与全国25%的独居家庭比率相比，世宗市的独居家庭占比大大超出这一水平，为32﹒8%。主要原因是公务员随公共机关迁入世宗，而其家人大都选择留在首尔首都圈。家
 人留居首尔首都圈的最主要原因是未婚子女工作地位于首尔首都圈（占比9﹒3%），还有子女学业以及配偶工作因素。此外，目前世宗市餐饮、超市、医疗等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导致生活不便等。上述问题有望通过政策指导，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改善，合理的房地产价格等措施得以解决。

过渡期最突出的问题分为两个方面：

1．人才流失及不均问题

韩国的国家研究机构研究员一般为名牌大学毕业或海外深造归国的专业人才。国家政策研究机构引导韩国发展初期的产业化进程，成为吸纳人才最多的地方。而出于家人生活的便利、子女入学等方面考虑，研究机构迁入世宗市造成的人才流失现象突出。举例来说，韩国代表性的国家政策研究机构———韩国开发研究院（KDI），自迁都消息流传开始的2011年和2012年，每年约有15名研究员离开，他们选择留在首都圈的学校和研究机构。因此，留在首都圈的研究机构数量较少导致竞争异常激烈，而迁入世宗市的研究机构则因缺乏优秀研究人员而造成相关研究中断、研究效率低、研究质量下降，以及由此引发的检测抄袭率高等问题。同时，由于迁入世宗市的研究机构研究员来自当地（忠清道）的比重变高，引起很多人对于研究报告受地域性逻辑所限而丧失客观性的忧虑。因此，政府应尽快制定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均衡研究力量。

2．机构决定进驻世宗市的进度较慢

在建的世宗市被称为“行政中心复合都市”，它定位于以教育科学为中心的经济城市，打造科技特区，并引进高科技、绿色产业和大学等。其中，还专门划定了“尖端科技城”和“高等教育与研究专区”。两区域虽然规划已久，功能明确，但目前建设缓慢，尚未有明确的建成时间表。同时，当地民众更喜欢行政性城市，因而世宗市目前的建设仅在行政中心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科技、教育与医疗等复合元素。世宗市距离建成“行政中心复合都市”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对北京的启示


早在计划初期，韩国国内就有人对迁都的人口分散效应持怀疑态度。目前迁都效果尚未显现，不满的声音却一直在持续。但以分散过于集中的行政职能为手段的可持续、均衡化发展终将是城市规划发展的必由之路，其在长期将有利于社会结构优化调整和城市的发展建设。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和特大城市，聚集全国的优质资源，它也正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考验，亟须破解人口过快增长与地区承载力、首都发展与周边区域缺乏对接等城市问题。站在规划发展的角度，中国政府提出建设京津冀一体化生态圈，实现均衡化长远发展。为此，中国政府可以借鉴韩国迁都的部分做法，将中央政府部分机关和职能部门迁往首都经济圈（京津冀）的其他城市或地区，将北京市政府的部分机关和职能部门迁往其他区县。这样有利于降低人口在首都的过度集中，适当分散首都的部分行政职能。同时，可以通过企业的搬迁，实现资源在首都经济圈内的合理配置和均衡流动。此外，京津冀在地理位置上的接壤和毗邻，有望实现比韩国迁都更好的效果。

考虑到地方特征，除行政职能迁移之外，还需要加快教育、文化、医疗、研究等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实现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但需要注意的是，北京主要行政机关迁移要避免以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而应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在经济上为当地居民提供吸引条件，打造自给自足型城市。这样的发展路径还将带来行政性城市发展的波及效应，带动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四、北京首都圈和首尔首都圈的比较

北京市“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坚持服务经济、总部经
 济、知识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定位，巩固和强化首都经济特征。从首都经济结构的发展特点以及京津冀区域合作的趋势来看，临空经济、临轨经济、“村庄”经济和临港经济也是首都经济的重要发展方向。通过比较北京首都经济结构和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的异同，吸收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调整的典型做法与经验，为加快推进北京首都圈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将北京建设成为世界城市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服务经济


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是衡量现代经济结构合理性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可通过北京首都经济圈和首尔首都经济圈内的服务业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服务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以及具体行业或部门的对比等情况，来比较各自经济圈服务经济的发展状况。


1．服务业产值占比情况


北京的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不仅远远低于首尔，而且在变化趋势上很不稳定，其主要是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如图5-2所示，2001年，北京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重为72﹒5%，低于首尔88﹒5%的比重16个百分点。进入2003年，受“非典”影响，北京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反而有所倒退，首尔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则变化不大。2011年，北京第三产业占比80﹒2%，低于首尔2011年的整体水平。总体而言，北京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整体上低于首尔。


2．吸纳就业人数的情况


2001—2012年，在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上，北京明显低于首尔。如图5-3所示，2008年以来，北京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仅相当于首尔2001年的水平。但是，首尔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每年几乎变化不大，说明首尔服务业发展比较成熟；而北京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每年变化较大，说明北京服务业发展正处于快速上升阶段。首尔服务业发展可以为北京服务业发展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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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北京和首尔第三产业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和韩国首尔统计年鉴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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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北京和首尔第三产业吸纳就业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统计年鉴》和首尔市统计信息系统（http：／／stat．seoul．go．kr）整理。


3．具体行业或部门比较情况


2004—2012年，北京现代服务业产值及其在地区总产值中所占比重如表5-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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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4    2004—2012年北京现代服务业产值及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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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统计年鉴》（2005—2013年）计算得到。

金融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北京市乃至整个北京首都经济圈来看，其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如表5-5所示）。北京市作为核心层，2011年金融业增加值为2 215﹒4亿元，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8﹒88%，占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3﹒63%；整个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经济圈的金融业增加值占总增加值的比重为14﹒9%，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14%。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的金融中心分散在除北京以外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以及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地区。因此，面对国内外金融业激烈的竞争，如何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成为关键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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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5    2011年北京首都经济圈金融业增加值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2）》整理得出。


（二）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是首都经济的突出特征，是提高经济控制力和影响力
 最宝贵、最稀缺的资源。北京拥有独特的首都功能优势、丰富的科技人才资源、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发达的现代服务体系等，为总部经济发展提供了优势条件。在发展总部经济上，首尔首都圈也具有独特的优势，二者可以进行比较。


1．国内大企业集团集中情况


据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底，北京市拥有国内大企业集团总部、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各类总部企业784家，与2004年相比，总部企业增加了118家，增幅达17﹒7%。这784家总部企业及其在京下属二级单位已占北京市企业单位数的1﹒8%，实现了全市44﹒8%的主营业务收入和69﹒3%的利润总额。2011年，北京聚集了中国500强企业总部98家，占全国的19﹒6%，是拥有中国500强企业总部最多的城市（如表5-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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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6    2011年中国500强企业总部前十名城市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赵弘．北京经济发展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8．

与北京相比，在国内大企业集团聚集上，韩国国内500强企业集团在首尔首都圈内各城市的分布明显比北京集中，入驻率比北京更是高出不少。2007年，韩国500强大企业总公司在首尔首都圈的入驻率达到77﹒8%，而首尔市就达到了68﹒0%；2012年，韩国100强大企业在首尔首都圈的集中程度更加明显，入驻率高达84%，（可参见表5-7），1 000强大企业入驻率达到70﹒8%（可参见表5-8）。大企业集中在首尔首都圈，特别是首尔市，反映了大企业受到首尔首都圈政策的影响，大企业为确保优秀人才资源、追求集聚效应，不愿迁移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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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7　2012年韩国100强大企业总公司在首尔首都圈集中现状

资料来源：根据2013年大韩商工会议所登录的企业信息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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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8　　2012年韩国1 000强大企业总公司在首尔首都圈集中现状

资料来源：根据2013年大韩商工会议所登录的企业信息整理得出。


2．世界大企业集团集中情况


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显示，中国有95家企业入围，其中北京市就有48家企业（2012年为44家），首次超过东京（47家），上榜企业数位居全球城市第一。上榜企业营业收入达3﹒44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7﹒8%，占中国上榜企业的65﹒6%；占世界500强企业的11﹒4%，同比提高了1﹒5个百分点。

与中国的增长相反，在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韩国有14家企业入围，其数量与2003年（13家）企业数量基本持平。但2013年，韩国上榜企业的销售额达7 819亿美元，每年平均保持17﹒8%的速度增长。同时，14家企业的营业收入达387亿美元，近四年内每年平均以11﹒8%的速度增加。这意味着虽然企业的数量没有变动，但韩国企业继续扩张自己的事业，韩国这14家企业的销售额和营业收入占世界500强企业的比重分别为2﹒6% 和2﹒5%。


3．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中情况


目前，北京累计引进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82家，比2005年（29家）增长了近2倍。批准设立外商投资公司183家，外资研发中心达353家，与2005年相比增加了114家（如表5-9所示）。同时，北京还有1﹒2万余家跨国公司设立的各类办事处和
 代表处，成为重要的潜在性总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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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9     2005年和2011年北京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变化

资料来源：赵弘．北京经济发展报告（2011～2012）．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99．

从首尔首都圈外商投资性公司进驻情况看，进驻首尔的外商投资性公司明显多于北京，超过北京的6倍。如表5 10所示，2012年进驻首尔首都圈的外商投资性公司总数达到全国总数的65﹒4%。北京在这方面和首尔相差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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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0　　2010年和2012年首尔首都圈外商投资性公司进驻情况

资料来源：韩国知识经济部．2012年外国人直接投资趋势．2013．


（三）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是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通过教育经费支出、科技研发支出、专利申请量和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等指
 标数据来比较北京首都经济圈和首尔首都经济圈的知识经济差异。


1．教育经费支出


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手段，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总体来说，北京首都经济圈的教育重视程度较高，教育支出力度也不断加大。2012年北京市教育支出291﹒9亿元，增长21﹒0%。其中，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为4%（具体支出情况可参见表5-11）；教育法定支出246﹒8亿元，增长16﹒6%。2012年，天津市教育支出378﹒7亿元，增长27﹒4%，财政性教育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达到国家规定的17%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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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1     2012年北京财政性教育支出情况一览表

注：中国的基础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普通中等教育；普通中等教育包括普通中学（初中和高中）教育、中等技术学校和中等师范学校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技术教育的一部分，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教育及各种短期职业培训等。 资料来源：中商情报网（http：／／www．askci．com）；北京市教育委员会。

与北京教育支出相比，首尔财政性教育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低于北京（具体的支出情况可参见表5-12），主要是因为韩国的高等教育大多由私人办学，其经费支出不在财政性教育支出行列。但首尔的基础教育支出占财政性教育支出的比例明显高于北京，终身职业教育还相当发达，这是首尔较北京教育的优势所在。但教育体制对于人才培养方面的利弊还有待商榷，就如何培养高素质、高创新力的学生这方面，北京值得向首尔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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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2    2011年首尔市财政性教育支出情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首尔市统计信息系统。


 2．科技研发支出


2011年，北京首都经济圈的科研支出为1 435﹒74亿元，占全国总支出（8 687亿元）的16﹒53%。如表5-13所示，2012年，整个北京首都经济圈的科研支出为1 609亿元，相比上年增长12﹒07%，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97%，较上年增长0﹒14个百分点。具体来说，北京、天津和河北三个地区的科研支出都有所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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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3     2011—2012年首都经济圈的科研支出

资料来源：首都经济圈科研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北京统计年鉴（2013）》《天津统计年鉴（2013）》《河北统计年鉴（2013）》及统计公报。

如表5-14所示，2010年，首尔首都圈的科研支出为282 180亿韩元，占全国总支出（438 550亿韩元）的64﹒3%。2011年，首尔都市圈的科研支出为320 610韩元，占全国总支出（498 900韩元）的64﹒3%。另外，对首尔首都圈和大田（迁移首都研究机构到忠清南道大田）的研究与实验经费支出比重在2012年已达到77﹒2%。以上均明显高于首都经济圈科研支出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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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4     2011—2012年首都经济圈的科研支出

资料来源：韩国国家统计厅。


3．专利申请量情况


2012年，北京市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92 305件和50 511件，分别同比增长18﹒4%和23﹒5%；其中，发明专利申请量与授权量分别为52 720件和20 140件，同比增长17%和26﹒8%。2012年共签订各类技术合同59 969项，同比增长12%；技术合同成交总额2 458﹒5亿元，增长30﹒1%。

天津市2012年专利申请41 500件，同比增长14﹒5%；专利授权20 003件，同比增长43﹒1%；年末有效专利52 338件，同比增长30﹒8%。2012年签订技术合同13 409项，合同成交额251﹒22亿元，同比增长46﹒4%；交易额172﹒11亿元，增长51﹒0%。

河北省专利申请量23 241件，授权量15 315件，分别比上年增长32﹒1%和37﹒7%；截至2012年底，有效发明专利5 838件。2012年签订技术合同4 513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37﹒85亿元，分别较上一年增长2﹒5%和41﹒8%。

总地来说，北京首都经济圈自主创新能力继续提升，北京首都
 经济圈主要地区专利申请和授权情况可参见表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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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5     2012年首都经济圈主要地区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

资料来源：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知识产权局网站。

表5-16展示了2000—2011年首尔首都圈及全国的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2011年，首尔市专利申请量与专利授权量分别为38 284件和11 639件；仁川市分别为64 041件和41 319件，京畿道分为495 580件和295 031件。首尔首都圈的专利授权量占全国专利授权总量的70%。2011年，韩国全国专利申请总量为121 812件，其中，首尔市数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排名第2～4位的城市分别为京畿道、大田、仁川市。2000—2011年全国专利年均增长率为1﹒31%，首尔为－1﹒03%、京畿道为1﹒63%、仁川为3﹒14%，首尔首都经济圈专利增长率比较低，但数量比重超过全国总量的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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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6     2000—2011年首尔首都圈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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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Yoo Guangmin，Han Seongho．2000—2011年仁川企业专利申请趋势分析，ITP，2013﹒08．


4．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


2012年，北京市创意文化产业已经超过10 000亿元，平均从业人员超过150万人，居全国之首，资产总计更是达到15 575﹒2亿元（如表5-17所示）。其中，收入额最大的是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其次是广告会展。2005—2010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从700﹒4亿元增加到1 697﹒7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0﹒05%提高到了12﹒03%，领跑北京经济的发展。目前，北京全市有30个市级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实现了9大行业、16区县“双覆盖”，北京全口径文化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已超过120万人，从业规模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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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7     2011—2012年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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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3）》。

由于统计口径不同，韩国文化产业和中国文化产业比较相对困难，文化创意产业的比较更是无从着手，只能做大致了解。2010年，首尔市文化产业状况如表5-1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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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8     2010年首尔市文化产业状况

资料来源：《2011年首尔统计年鉴》。


（四）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
 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


1．环保支出比重


据不完全统计，2012年北京市在环境治理方面投入的资金已经超过100亿元，同时也建立了PM2﹒5监测网络。2007年，天津市用于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污染源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等方面的环境保护投入的资金约144﹒73亿元，环保投资占全市生产总值的2﹒88%，环保投资额同比增加43﹒79亿元；2007—2008年，天津市用于环境保护工作的总投入达到245﹒67亿元。“十一五”期间，石家庄市先后投入88﹒7亿元，实施了597项减排工程。


2．平均污染物浓度


2012年，北京市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为9﹒4万吨，比2011年下降0﹒4万吨；二氧化硫年日均值为0﹒028毫克／立方米，与2011年相同；烟（粉）尘排放量为6﹒68万吨，比2011年增加0﹒098万吨；PM10可吸入颗粒物年日均值为0﹒109毫克／立方米，比2011年下降0﹒005毫克／立方米。

2011年，首尔二氧化硫浓度为0﹒05ppm／年，与2010年相比并没有变化。PM10平均值为47微克／立方米，较2010年下降2微克／立方米，2012年降到41微克／立方米。相关研究报告显示，2011年首尔市PM2﹒5的污染总量中，来自首尔本身的污染占21%，仁川、京畿道等周边地区的污染占26%。2013年，首尔有31天、仁川有30天的PM2﹒5超标。


3．城市绿化率情况


2012年，北京城市绿化覆盖率达46﹒2%，比2005年高出4﹒2个百分点；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5﹒50平方米／人，比2005年高出3﹒5平方米／人；森林覆盖率为38﹒6%，比2006年高出1﹒7个百分点；自然保护区数量为20个，其面积共计13﹒41万公顷。2005—2012年北京市城镇绿化情况可参见表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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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9     2005—2012年北京市城镇绿化率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3）》；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与北京相比，首尔城镇绿化率指标（如表5-20所示）中，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明显较高，但森林覆盖率比北京低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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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0    2005—2012年首尔市城镇绿化率指标

资料来源：首尔市统计信息系统。


4．工业增加值能耗


2012年，北京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0﹒436吨标准煤，比2005年下降0﹒55吨标准煤。2005—2012年，北京市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一直处于下降之中（可参见表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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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1      2005—2012年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及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

资料来源：《北京统计年鉴（2013）》。

受资料来源限制，首尔首都经济圈的万元地区生产总值能耗只能通过电力消耗来分析，但没有时间上的变化对比，只能粗略了解2011年首尔首都经济圈电力消耗总量和均值情况（如表5-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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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2     2011年首尔首都经济圈电力消耗

资料来源：One Less Nuclear Power Plant．http：／／energy．seoul．go．kr．


5．绿色发展和绿色产业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显示，北京绿色发展水平排名第1，天津排名第5，河北的绿色发展水平较低。就资源环境效率指标来说，北京的资源环境效率最高，每立方
 米水气创造的地区生产总值为5﹒09元，天津以1﹒03元排在第9位，河北相对落后，排在第16位。

就目前首都经济圈的绿色产业定位来看，北京主要负责新能源汽车、风能和太阳能研发，天津负责锂离子和镍氢电池、薄膜太阳电池、风电装备制造，河北保定主要集中于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的制造。另外，北京和天津经济较为发达，它们的低碳产品及服务位居全国前列，而河北还需进一步加强绿色低碳产业的培育。

但北京的绿色经济相比世界性城市首尔还存在一定差距。绿色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碳总量的减少，而是碳强度的下降，低碳产品和服务也应基于低碳产业的发展。

首尔通过实施“绿色首尔”战略、颁布城市规划法、建设城市绿带、促进垃圾分类等措施，实现可持续发展。2008年开始启动的“首尔气候行动”（CAP），旨在减少生活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首尔通过废弃物再利用、建设资源循环城市以及利用先进技术使垃圾能源化，每年垃圾减少量达606 906吨，温室气体减排705 206吨。


（五）临空经济


临空经济是随着航空运输的快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体系。通过比较首尔首都经济圈临空经济发展状况，可以加强对北京首都经济圈临空经济的认识。


1．机场数量的比较


目前，北京首都经济圈内主要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南苑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河北的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秦皇岛山海关机场（即秦皇岛机场）、唐山三女河机场（即唐山机场）、张家口机场以及北京南部（大兴）机场（待建中）等机场。而首尔首都圈内主要有仁川国际机场和金浦国际机场等两座机场。北京首都经济圈与首尔首都经济圈主要机场的比较情况可参见表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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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3    首都经济圈和首尔首都圈主要机场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各个机场网站整理而成。


2．旅客货运吞吐量


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是目前中国最繁忙的民用机场，也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基地机场。2012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突破8 000万人次大关，达8 180万人次，同比增长4﹒2%，连续三年稳居世界第二（美国亚特兰大国际机场居世界第一）；全年航班起降达55﹒7万架次，同比增长4﹒5%。

韩国仁川国际机场是大韩航空及韩亚航空的主要枢纽，金浦机场现主要供国内航班使用。在起降架次数和旅客吞吐量上，北京首都经济圈机场业务量均明显大于首尔首都经济圈；但在货邮吞吐量上，北京首都经济圈明显落后于首尔首都经济圈的业务量，如表5-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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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4　　2012年首都经济圈和首尔首都经济圈机场业务量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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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国际机场协会（ACI）网站；各个国际机场网站。


3．直接经济增加值


2007年，北京首都临空经济区核心区实现增加值302﹒3亿元，占北京市地区总产值的3﹒4%；区内世界500强企业达30余家，跨国公司达80余家，航空及相关企业达170余家，聚集了空中客车、汉莎等众多世界知名企业；64家重点航空企业共缴纳税额36亿元。近5年来，临空经济区核心区实现增加值年均增长率在30%左右，税收年均增长率在40%左右，远远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预计到2020年，临空经济区生产总值将达到2 400亿元左右。

仁川经济自由区是由韩国政府所选定的国际化经济先进基地。2003年8月，它在韩国最早被指定为经济自由区域，该区域包括仁川国际机场和港湾以及松岛、永宗、青罗地区，其规模总计高达169﹒5平方公里。预计仁川机场航空城项目建成后，将产生5﹒8亿韩元的经济增加值以及15万个工作岗位。


（六）临轨经济


临轨经济是以轨道交通为依托，并由此带动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经济体系。北京是全国最大的铁路枢纽，也是中国铁路网的中
 心，在北京市共有7个火车站。京九、京沪、京广、京哈和京包铁路等主要干线在这里汇集；京津城际铁路、京沪和京广高铁等相继修建。与此同时，北京地铁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地铁系统。首尔被称为大众交通的天堂，共有4个火车站，由首尔至韩国各地的交通网密集，交通非常便利。


1．地铁经济


截至2013年9月，北京地铁共有17条运营线路，包含16条地铁线路、1条机场轨道，覆盖北京市11个辖区，是拥有270座运营车站、总长456千米运营线路的轨道交通系统。北京地铁工作日日均客运量超过1 000万人次。预计到2020年，其运营总里程将超过1 000千米。截至2013年10月，天津地铁共4条线路，总里程达到131公里，规划中还有4条。石家庄地铁规划目前由3条线路组成，总里程59﹒6公里，其中1号线和3号线正在建设中。

首尔共有9条地铁，7条城际连接线，292个站点，贯通首尔市内各商业区、居民区以及邻近卫星城市。首尔地铁运营里程达316千米，是世界前五大载客量最大的地铁系统之一，平均每日客运量达690万人次，是韩国最大、乘客最多的交通工具。仁川共有1条地铁（即1号线，全长22﹒9公里，现开通23个车站），未来规划还有两条（即2号线、3号线）。首尔地铁主要服务于首尔和周边的京畿道地区，同时和仁川的地铁系统相连。北京首都经济圈与首尔首都经济圈的地铁比较情况可参见表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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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5     北京首都经济圈和首尔首都经济圈地铁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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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首都圈各自地铁网站。


2．高铁经济


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列车于2008年开通运营。目前，北京首都经济圈内以及途经圈内开通运营或正在建设中的高铁线路共有9条，分别是京津、京石、津秦、石武、石太、京张、京唐、京沈和石济高铁。高铁的快速发展极大地带动了北京首都经济圈经济的发展。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上半年，北京市和天津市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实现5 780亿元和3 580亿元，分别达到10﹒1%和16﹒6%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韩国高速铁路（KTX）京釜线（首尔—釜山）、湖南线（首尔—木浦）于2004年同时开通，标志着韩国正式跨入高速铁路时代。在韩国，高铁与城市轨道交通几乎融为一体，不止首尔站，首尔地区的龙山、永登浦、鹭梁津等多处站点都可以方便地实现在火车以及城市轨道交通之间换乘。2010年，韩国制造并开通了第二代高速列车。


3．城市轻轨


轻轨作为改善城市交通现状的有效载体，成为现代化大首都的重要选择。北京地铁机场线是北京市第一条轻轨线路，连接北京市区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津滨轻轨于2004年开始试运营，中国第一条高速铁路京津城际列车于2008年开通运营，标志着北京首都经济圈城际轨道交通进入快速发展时期。预计到2020年，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城际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710公里，覆盖京津冀主要城市，形成以京津为中心的“两小时交通圈”。


 首尔首都经济圈内的主要轻轨与北京类似，主要是首尔—仁川机场轻轨（2010年全线开通）和议政府轻轨（2012年开通），它们均与仁川地铁1号线相连。


（七）园区经济



1．高科技产业园区数量


北京首都经济圈内，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主要包括中关村“1园16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区3园”和天津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河北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区“1区3园”、河北保定高新技术开发区、河北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河北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7个。首尔首都经济圈共有4个科技园。两个首都经济圈内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具体情况的比较可参见表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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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6     北京首都经济圈和首尔首都经济圈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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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2．高科技产业园区产值


2012年，中关村示范区实现总收入2﹒5万亿元，同比增长25%以上；高新技术企业实现产值超过3 600亿元，占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0%，比上一年提高了1个百分点。园区内企业实缴税费达到1 500亿元，同比增长超过60%。园区内企业利润总额达1 730亿元，同比增长13%。实现出口额230亿美元，约占全市出口总额的近四成。园区内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超过900亿元，同比增长25%。

2012年，天津滨海新区生产总值完成7 205﹒17亿元，增幅20﹒1%，显示出滨海新区对天津市经济的带动作用。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 453﹒3亿元，增幅20﹒3%。实际利用外资98﹒07亿美元，增长15%，实际利用内资604﹒99亿元，增长32%。


3．高科技产业园区就业


2012年，中关村示范区企业从业人员达到156万人，比上年增加18万人。天津滨海新区实现11万人的就业目标。首尔首都经济圈4个科技园在2011年共有企业2 077家，占全国的59﹒4%；实现就业人数97 250人，占全国的比重为73﹒0%。


（八）临港经济


临港经济是指依托港口发展相关产业，形成沿海区域增长极的
 一种社会经济形态。

仁川是韩国第二大贸易港口城市（第一位为釜山港），是韩国西海岸最大的港口城市，是韩国走向世界的交通要塞。同时，仁川也是韩国首都首尔的外港和出海要道。仁川港区主要码头总长6 024米，建有9个码头泊位、泊位33个。仁川港已建成自由贸易区和自由经济区，拥有规模巨大的产业经济腹地，其中5个物流园区总面积达到1 700公顷。仁川港集装箱吞吐量在2006年达136 万TEU
[1]

 ，2011年达到300万TEU。集装箱码头泊位在2015年增至13个，到2020年将增至23个。

天津港是中国北方最大的综合性港口，是京津冀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的重要节点和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是首都北京的海上门户。现有水域面积336平方公里、陆域面积131平方公里。目前主航道水深已达－21﹒0米，岸线总长32﹒7万米，拥有各类泊位总计159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102个，公共泊位岸线总长21﹒5公里，25万吨级船舶可自由进出港，30万吨级船舶可赶潮进出港。2010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超过4亿吨，集装箱吞吐量突破1 000 万TEU。首尔首都经济圈和北京首都经济圈的港口比较情况可参见表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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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7     首尔首都经济圈和北京首都经济圈港口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仁川港、天津港、唐山港和秦皇岛港网站。

由于首都经济圈区域合作还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天津港、唐山
 港和秦皇岛港服务北京首都经济圈发展的巨大潜力尚未发挥出来。在发展临港经济上，北京要积极向首尔学习，不断加快京津冀区域合作步伐，建设北京首都经济圈自由临港经济区。


（九）两首都圈八大经济形态综合评价


前文对首尔首都经济圈和北京首都经济圈分别从八大经济形态予以比较和分析，现对其总结如下（见表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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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8      两首都圈八大经济形态发展特点



注释


[1]
 TEU为twenty‐feet equivalent unit的缩写，是以长度为20英尺的集装箱为国际计量单位，也称国际标准箱单位。





五、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演变的主要经验及借鉴

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过程为首都经济圈发展带来了有益的经验，以此可以为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演变的主要经验


首尔首都圈在经济结构演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首都圈综合发展规划、完善的法律手段、有效的产业政策和突出问题的治理策略
 等都为我们带来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1．系统、综合的政府宏观战略与规划发挥了积极作用


社会经济发展战略与规划对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根本意义和长远指导价值。韩国整个经济结构的演变过程以及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的调整过程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在发展战略方面，韩国先后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出口导向战略、重工业化战略、科技立国战略、知识化和信息化战略以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这些战略分别对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全局和决定作用。

在发展规划方面，首尔经济结构调整以及首尔首都圈的演化形成过程最具代表性。自1972年以来，韩国先后实施了四次国土综合开发规划（表5-29列出了其中的三次），都从国家层面明确了首尔首都圈的发展目标、战略规划及实施举措。另外，还编制了《首都圈整备计划法》，区域整备的“基本规划”涉及土地利用与人口布局规划、产业发展规划、教育发展规划与财政规划；区域整备的“实施规划”提出了实施战略和措施，同时还制定了工业布局规划等部门规划，以此指导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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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29     首尔首都圈三次规划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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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根据韩国三安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圈总体规划》相关资料整理。


2．完善的法律手段和有效的政策保障战略规划实施


完善的战略和规划体系为首尔首都圈的快速发展指明了总体方向，但还需要法律手段和有效的政策来保障规划的顺利实施（详见表5-30）。1982年，韩国颁布了《首都圈整备计划法》，有力地保证了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以及实施中的强制性。同时，组织机构的保障是计划发生效力的前提。从机构上看，建设交通部作为管理首尔首都圈固定的主管部门，保障制定和实施有关政策的连续性。此外，根据《首都圈整备计划法》，设立总统直属、以国务总理为委员长的首都圈整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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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30    韩国首尔首都圈规划法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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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根据已有文献资料整理而成。


3．选择合理的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优化资源配置


韩国产业政策的目标是通过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限度地培育产业的增长潜力。具体做法就是在不同时期，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确定一个主导产业，并以此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透过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演变的历史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的调整过程。20世纪50—70年代，首尔首都圈主要致力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崛起，使经济快速腾飞。这一时期的主导产业和战略产业先后经历了农业、出口加工业、重化工业等阶段。20世纪80—90年代，首尔市政府将高科技产业、信息产业等作为城市发展的主导产业，以适应经济结构转型和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需要。进入21世纪，瞄准首尔建设国际大首都和世界城市的发展目标，通过大力发展现代金融业、知识经济、信息产业等现代服务业，着力改造传统产业，实现战略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的融合，同时适时提出创新驱动战略，把文化创意产业和绿色经济作为新型产业结构调整的助攻方向，抢占国际竞争的制高点。


4．注重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结构升级的根本作用


科技进步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根本动力，韩国对于这一点的认识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积累了一些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20世纪60—70年代，韩国比较重视技术引进，采取了“技术移植—技术消化—技术吸收”的模式，但最大的缺陷是忽视了技术研发，
 使产业结构升级遇到了技术瓶颈。到了20世纪80年代，韩国开始重视技术研发，逐渐加大了研发的投入力度，将国民生产总值（GNP）中的研发费用比重提高到2%左右。同时，还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为其提供在税收、金融等政策上的优惠支持。20世纪90年代，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韩国加快发展高等教育和高科技产业，计划到2020年，用于科技产业的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6%，使知识、信息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韩国21世纪的主导产业。同时，推进全民信息化教育运动，推进中小学信息化教育和培养信息人才。


5．着重解决经济结构调整中的突出问题


韩国政府通过新城建设、新村运动，促进首尔首都圈人口和产业布局的合理化。20世纪60—80年代，韩国政府一直在推行新城政策，以分散首尔过度集中的城市功能。60年代，首次建设蔚山新城；70年代，开发建设了昌元、骊川、九美等新城，其政策以重化工业的疏散为重点；进入80年代以后，为解决住宅不足和土地、房屋价格上涨等问题，在绿带之外规划建设盆唐、一山、坪村、山本、中洞等5个新城，合计规划承载人口120万，产业发展以服务业为主。

为解决城乡发展的失调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实施了“新村运动”，主要是通过政府投资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和公用设备，提高农产品价格，在农村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农民收入，以减少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首尔市协调地铁、公交、出租车及私家车等不同的交通形式，着手建设大容量的交通运输系统，不仅为本市提供交通服务，同时也为首尔首都圈内其他城市提供交通服务。20世纪90年代后期，首尔市重点开展并持续推进针对公交系统的整合性改革，极大地改善了首尔与首都圈内其他城市的交通联络。


 （二）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演变的主要借鉴


通过总结首尔首都圈经济结构演变的主要经验和对八大经济形态的对比分析，首都经济圈应该在发展规划、管理体制、区域合作、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大胆尝试和探索。


1．尽快制定出台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并保障实施


多年来，制定北京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迟迟不见实质性的进展。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指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北京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和编制工作随之被提上议事日程，但进展一直较慢。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对北京首都经济圈的范围划分和地区利益的调整。要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区域经济集聚和快速发展，就必须打破地方区域封锁和行政分割。为此，就需要从国家层面上尽快制定出台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发展规划，明确其范围划分，确立合作发展机制。国外首都圈的发展历程始终与法律法规相伴出现，法律制度为首都圈的发展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为此，还要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来保障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以促进首都经济圈区域合作取得实质进展。


2．设立跨行政区的首都经济圈管理协调机构


当前，导致北京首都经济圈区域合作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京首都经济圈的空间范围横跨若干行政区，在其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必然存在许多矛盾。因此，超越现有行政区划，设立跨行政区的北京首都经济圈管理协调机构尤为必要。韩国政府设立了跨辖区的超级机构———首都地区管理委员会，为北京首都经济圈提供了有益借鉴。首都地区管理委员会对首尔首都圈范围内的各行政区申请新项目拥有最终审查决定权。该委员会成员有首尔特别市市长、仁川广域市市长和京畿道知事，并由国务总理任委员长、财政部部长和建设交通部部长任副委员长，同时还由相关部委长官任委员，保证了各项规划措施的落实。


 3．适当分散首都行政职能，实现首都可持续发展


北京作为我国的首都和特大城市，正面临着可持续发展问题，需要破解人口过快增长与地区承载力、首都发展与周边区域缺乏对接等矛盾。为此，可以参照韩国政府的部分做法，将中央政府的部分机关和职能部门迁往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其他城市或地区，将北京地方政府的部分机关和职能部门迁往其他区县。这样，既有利于减少人口在北京的过分集中，又可以适当地分散北京的部分行政职能，实现资源在首都经济圈内的均衡流动。


4．加快京津冀合作步伐，建设首都经济圈临港经济区


首尔首都圈的地面出海通道是仁川港，与首尔错位发展，弥补了首尔经济发展中的短板。为此，北京首都经济圈也要积极学习首尔首都圈的典型经验，加快京津冀合作步伐，利用天津港、唐山港和秦皇岛港的天然优势，建设北京首都经济圈的临港经济区，加快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发展。


5．明确园区经济功能定位，实现转型升级


作为北京首都经济圈最为重要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关村示范区面临的最大问题是“1区16园”的功能定位模糊不清，各个园区之间缺乏有效衔接和生态合作，直接影响了中关村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步伐。为此，要进一步明确中关村示范区的自主研发地位，打造中关村的核心竞争力；亦庄高端产业园区要紧紧抓住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定位，去掉低端化和保留高端化。北京首都经济圈内的各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也要明确各自的功能定位，实现不同园区组织生态上的合作共赢。


6．实现城乡和谐发展及经济和环境的互动双赢


在首尔首都圈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韩国政府把产业升级转型、城乡二元经济转型、创新转型和生态经济转型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城市和新村的和谐发展、经济和环境的互动双赢。韩国政府先后设立了城市开发绿带限制区（绿带政策），有效遏制了首尔向周边地区的无序扩张，在首尔市、仁川市和京畿道下属的25市、8郡之间保留了宝贵的绿色空间。随后，分散集
 中在首尔的工厂，工厂的大批外迁为首尔城市的科学、合理规划和发展提供了空间，人口超千万的首尔市依然整洁、有序、舒适、和谐。通过建立工业卫星城转移企业，重点解决首都严重的住房紧张和房价飞涨等问题，促进了首都地区人口合理流动，加快了工业卫星城和工业园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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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北京与伦敦、巴黎、东京和首尔的比较

前面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介绍和分析了伦敦、巴黎、东京和首尔首都经济圈的演变情况。这些分析揭示了首都经济圈演化的一些基本特征与规律。其中也顺便比较了北京首都经济圈与上述四座城市首都经济圈的一些差异，并据此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不过总体来说，这些比较显得碎片化，还不够系统和精确。本章将采用标准化的比较方法对北京与四个国际性首都城市的经济进行严谨的定量分析，期望能寻找到一些更为基本和普遍的首都经济圈演化特征与规律，有助于理解和提出完善的北京首都经济圈结构调整的思路与对策。





一、国际性首都经济圈概况及特征

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日本东京和韩国首尔四
 大国际性都市在历史沿革过程中逐渐从单一都市发展到如今以首都为核心的城市群，也被称为都市圈或首都圈。四个首都圈的基本概况如表6-1所示。四个首都圈的共同特征体现在：（1）均以首都为核心，建立层级式的圈层结构，每个圈层均有明确的功能定位。（2）首都圈对全国经济贡献大，除伦敦首都圈2011年的产值仅占全国产值的1／5以外，其他首都圈占全国的产值比重均在1／3及以上。（3）中心城市优势突出，首都圈中心城市以不到10%的面积创造了圈内1／3～1／2的经济总量。（4）首都圈形成均通过多次城市规划完成，伦敦、巴黎、东京和首尔分别经历了四次、六次、五次和三次首都圈规划调整，在规划过程中纾解中心城市压力的常见方式是建立新城和卫星城，首尔还尝试通过迁都来缓解中心城市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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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      四个国际首都圈概况

资料来源：伦敦首都圈资料来源于英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ons．gov．uk；巴黎首都圈资料来源于法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insee．fr；东京首都圈资料来源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http：／／www．stat．go．jp；首尔首都圈资料来源于韩国国家统计局，http：／／kostat．go．kr。


 首都圈经济形成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从主导产业看，这四个首都城市产业经历了农业、制造业、传统服务业、现代服务业转变阶段；从驱动要素看，四个城市同样经历了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创新驱动型转变阶段；从资源消耗看，由高耗能向绿色低碳转型；从产业空间分布看，由扩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向周边地区升级转移。目前，首都圈均已形成了“三二一”的产业结构。

如图6-1所示，伦敦、巴黎、东京和首尔首都圈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均超过了70%，第一产业占比接近于0。北京市数据显示，北京市与国际首都圈的产业结构类似，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也超过70%，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接近于首尔和东京。但包含京津冀在内的首都经济圈，产业发展存在明显差距，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不足50%，还未形成服务经济主导形态，第二产业产值比重过高。其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在天津和河北的经济发展中占据重要的地位。以此而论，北京的首都经济圈还远未成型。

在长期结构演化过程中，世界各国首都经济圈大致形成了八个稳定的架构：（1）服务经济：首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形成的主导产业；（2）总部经济：首都作为政治中心必然派生出来的特色经济；（3）知识经济：首都作为文化中心必然派生出来的特色经济；（4）绿色经济：首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转型的现代经济形态之一；（5）园区经济：首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转型的现代经济形态之一；（6）临空经济：首都作为国内外交往中心使用航空运输手段而形成的现代经济形态之一；（7）临轨经济：首都作为国内外交往中心利用轨道运输工具而形成的现代经济形态之一；（8）临港经济：首都作为国内外交往中心利用水运工具而形成的现代经济形态之一。从形态区别性上看，八个经济形态中的产业虽有所交叉，但各自特色依然很鲜明；从形态完整性看，除某些经济形态因地理条件限制而缺失外（巴黎首都圈原有塞纳河通航，但后来经调整基本停航，因而缺临港经济，后面定量比较分析时不涉及临港经济），其他首都圈均具备。以此衡量北京首都圈，八个形态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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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首都圈产业结构比较

资料来源：伦敦首都圈数据来源于英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ons．gov．uk；巴黎首都圈数据来源于法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insee．fr；东京首都圈数据来源于日本总务省统计局，http：／／www．stat．go．jp；首尔首都圈数据来源于韩国国家统计局，http：／／kostat．go．kr；北京市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http：／／data．stats．gov．cn，北京首都圈数据则根据北京、天津、河北三个省市的GDP和产业增加值计算得出。

已存在，但尚未形成有机整体。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一体化，目的就是打造整体性的首都经济圈。





二、首都圈经济结构多维解析


（一）服务经济


服务经济是以服务业为主体产业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其主要标志是服务业产值或第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超过60%。服务经济产生于工业化高度发展的阶段，是衡量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首都圈均经历了多次产业结构调整才进入服务经济阶段。伦敦长期以来是英国的工业中心，在工业化阶段后期，其凭借大规模工
 业生产的机会，聚集资本、信息和专门知识及金融保险业务，服务业迅速发展；1861年伦敦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比达61%，成为真正的服务经济主导城市；此后它又经历了服务高端化转型和创新发展转型阶段。
[1]

 巴黎从1955年起制定了一揽子计划来控制第二产业，发展第三产业；2012年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已经达到87﹒5%。
[2]

 东京产业结构调整经历了六个阶段，1970年东京首都圈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已经达到67﹒9%，成为服务经济主导型。首尔经历了产业扩张、转移、抑制、竞争和升级阶段，由轻工业转向汽车钢铁等重工业，继而提出“科技立国”战略，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绿色服务业；1985年首尔首都圈的第三产业产值占比已经达到62﹒4%。

北京市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仅接近伦敦1990年的水平，首都圈第三产业产值占比仅接近巴黎1990年的水平，服务业发展远远滞后于其他三个首都圈。但北京市的年均增长率最高，达1﹒71%，北京首都圈的增长率仅次于巴黎首都圈。服务业增长速度快，表明北京市及北京首都圈的服务经济处于高速发展期，发展潜力巨大。

[image: picture]


表6-2     首都圈第三产业发展比较

资料来源：英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ons．gov．uk；法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insee．fr；日本总务省统计局，http：／／www．stat．go．jp；韩国国家统计局，ht‐tp：／／kostat．go．kr；北京市第三产业数据来源于北京统计信息网，http：／／www．bjstats．gov．cn；北京首都圈数据根据各个省份的第三产业产值及GDP计算得出；增长率采用算术平均法计算所得年均增长率。


 国际首都圈服务业发达不仅表现在总体规模大、吸纳就业比重高，还体现在服务业内部结构合理。伦敦首都圈的服务业结构中金融保险服务业、专业商务服务、科学技术活动以及通信服务业比重较大，2010年比重高达46﹒73%；其中，金融保险业、专业商务服务及科学技术活动服务比重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
[3]

 巴黎首都圈的服务业中公共服务、金融、房地产及商务服务占据主要份额。东京首都圈的主要服务业包括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业、信息与通信业和房地产业。首尔首都圈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排名靠前的有金融保险业、批发零售业、商务服务业和房地产及租赁业。可见，伦敦和巴黎首都圈的服务业结构中以金融、商务服务及公共服务为主，服务业结构已经非常完善。东京和首尔首都圈的主要服务业还包括批发零售业、房地产及租赁业。北京首都圈的服务业结构中金融业等现代服务业的占比不断增加，批发零售等基础服务业占比下降；天津和河北地区的第二产业比重依然很高，首都圈服务经济发展还存在很多障碍。


（二）总部经济


总部经济是指由各种社会经济机构的首脑部门聚集带动综合服务效应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首都城市天然地吸引了国内外机构首脑部门入驻，由此必然产生围绕总部机关服务而形成的可观经济效应。总部经济在首都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是首都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根据“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
[4]

 数据显示（参见表6-3），四个国际首都圈的总部均聚集在首都城市，伦敦、巴黎、东京、首尔分别拥有世界500强总部数量16、2、47、12家，
 分别占据全国上榜企业的61﹒54%、64﹒52%、75﹒81%、85﹒71%。东京和首尔属于小经济体，其经济显得更为集中，尤其是在韩国的上榜企业中，85﹒71%的企业总部均位于首尔。从总部收益来看，营业收入总额从高到低依次为东京、巴黎、伦敦和首尔，营业收入占全国比重均超过65%。利润总额从高到低依次为东京、伦敦、首尔和巴黎，除了巴黎占全国比重低于50%外，其余三个首都均将近100%或超过100%。这意味着首都地区企业所创造的利润几乎占据了国内其他500强企业全部的总利润，还弥补了首都以外地区企业的利润亏损。此外，总部的入驻不仅带来企业自身高端人才的就业，还带动了周边服务业就业，具有庞大的就业效应。

2013年北京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为48家，超过东京，位居全球第一。其利润远远高于其他四个国际首都，目前北京的总部经济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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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3     首都圈世界500强总部比较

资料来源：根据《财富》中文网公布的“2013年世界《财富》500强榜单”整理，http：／／www．fortunechina．com／fortune500。


 从总部企业所属行业分布看，伦敦、巴黎和东京都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聚集了大量的金融企业总部，尤其是保险和商业银行业。东京的行业分布较为分散，涉及大量的制造业总部，如电子电器设备、车辆与零部件等。首尔总部企业体现出明显的制造业特色，主要分布在采矿原油生产、电子电器设备和车辆零部件等行业，其中电子电器设备主要是科技创新企业。北京500强企业总部集中前三的行业为工程与建筑（6家）、银行及商业储蓄（5家）、金属产品（4家），其行业结构与国际比较还有一定差距，需进一步优化。

此外，国际首都圈内还聚集了大量的跨国公司区域总部、研发机构总部和文化创意企业总部。

国际首都圈总部经济的发展路径主要通过商务区或产业功能区形成总部聚集区，比如伦敦城、巴黎中央商务区、东京中央区等。总部聚集区主要依托便捷的交通和完善的商业服务。同时，采用企业总部与制造基地（分支机构）相分离的方式，以首都为中心，促进首都圈内各个城市的分工和合作。


（三）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是指以知识作为核心要素来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文化和研发是知识经济的先导。

各个首都圈均十分重视教育。伦敦首都圈高等教育十分发达，拥有40多所大学和学院，是英国拥有学生最多的城市。2009年，伦敦的公共教育经费投入占GDP的5﹒6%，平均教育年限为12年，高等教育比率为31﹒14%
[5]

 ，这些指标均高于同期北京首都经济圈的指标。巴黎首都圈是法国的教育中心，拥有大量的研究机
 构、图书馆、博物馆等，设有专门培育“精英”的“大学院”。东京首都圈在教育上强调“产学研”结合，拥有255所大学，占全国大学总数的1／3，就读学生数量占日本总学生数的44%，同时拥有1／3的研究和文化机构。
[6]

 2011年东京首都圈的教育经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11﹒9%。
[7]

 首尔首都圈非常注重基础教育和终身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主要是私人办学，在创新力培养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科学研发是发展知识经济的内生动力。四个国际首都圈在科学研发具有以下特点：（1）依托政府研发投入。2011年首尔首都圈的科研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5﹒5%，占韩国科研支出的64﹒3%。（2）注重“产学研”结合，重视大学研究机构发展。科学研发支出很大一部分流向高等教育机构。东京首都圈甚至将东京区部分大学、研发机构和高技术产业转移到多摩和筑波，聚集形成科学城，大力推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

当今社会，知识经济的另一个重要体现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伦敦、巴黎、东京和首尔均有世界创意之都、时尚之都和设计之都的称号，其文化创意产业均相当发达，但内容和发展模式存在差异。大伦敦政府一直将创意产业作为核心产业经营，伦敦成功地由典型的工业城市转变为创意之都，2010年伦敦首都圈创意产业产值达210亿英镑，从业人数约65﹒8万人。
[8]

 最发达的文化产业包括音乐视觉和表演艺术、电影视频和摄影以及广告和设计产业。巴黎首都圈主要以时尚设计、出版发行和电影著名。东京首都圈具有东京文化会馆、迪士尼度假区、皇居、日本科学未来馆等世界著名文化设施，其电影、动漫和广告设计均闻名世界。首尔首都圈是亚洲“韩流”的原动力，其广播、音乐、电视剧集、电影和游戏均相当发达。


 总结这些首都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主要包括：（1）政府高度重视。日本提出“独创力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口号。伦敦政府更是专门建立“创意产业工作小组”，由首相布莱尔亲任组长。巴黎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壮大与政府导向、协会管理、企业运作有密切的关联。（2）注重创意人才培养和引进。伦敦首都圈在创意人才培养和引进上采用“引进急需”和“培养现有”并重的方式。（3）建立文化创意产业园区。东京杉并区动画产业中心和首尔数字媒体城都是典型。（4）融资模式采用公私共同资助的混合经济模式，有助于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活力，如伦敦首都经济圈。

纵观教育、科研和文化创意产业三方面，北京首都经济圈2012年教育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科研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2﹒8%。同时，北京首都经济圈内存在明显的地区不平衡现象，北京拥有的教育和科研资源远远超过天津和河北。2012年北京市的文化创意产业产值已经超过10 000亿元，从业人数超过150万人，居全国之首，资产总计更是达到15 575﹒2亿元。
[9]

 其中收入额最大的是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其次是广告会展。北京市乃至首都经济圈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迅速，符合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的功能定位，是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


（四）绿色经济


绿色经济是指以经济与环境和谐为发展目的并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产业为主的一种新经济形态。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是以消耗能源、损坏环境为代价。绿色经济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减少能源消耗，建设宜居城市。

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均饱尝工业革命的恶果。伦敦曾是世界闻名的“雾都”，1952年遭受“雾都劫难”之后便制定了《清洁空气法案》《控制公害法案》等一系列法案，对工业和生活污染进行严
 格的控制，治理效果明显。此后通过收取交通拥堵费限制私家车进入市区，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和实施绿色自行车计划减少环境污染，同时通过行政立法和动员全民参与方式进行绿地建设。目前，伦敦已经变成一个清洁宜居的城市，PM2﹒5和PM10颗粒污染物浓度均已经达到英国和欧盟的标准。此外，大伦敦政府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根据其2013年8月发布的报告《伦敦市低碳和环保商品及服务更新报告》
[10]

 ，2011年12月低碳和环保商品及服务部门的产值达254亿英镑，涵盖了9200多个绿色企业，雇佣员工超过163500名。主要发展低碳、可再生能源和环保产业，其中碳金融、地热、风和建筑技术份额最高，碳金融、光伏能源、风能和潮汐能则增长速度最快，是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作为欧洲艺术文化中心的巴黎，继工业革命之后经历了长期的控污斗争。巴黎政府早期将空气污染治理的重点放在工厂的疏散和工业废气废水排放的处理上，鼓励企业外迁至首都圈以外的省份甚至国外。步入21世纪后，巴黎的工业污染治理成效明显，但过多的机动车辆成为环境污染的新隐患。为解决雾霾问题，大巴黎政府提出发展绿色经济的战略，为此采取了如下做法：第一，法国巴黎通过长期科技研究探索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空气检测、预报及污染溯源系统；第二，大力发展清洁的公共交通，增加有轨电车和电动巴士，开辟126公里的自行车道，建立严禁污染最严重的汽车驶入的“低排放区”，发展低碳电动汽车租赁服务等；第三，通过绿色外交争当全球绿色先锋，主动承办2015年世界气候会议；第四，出台新版《建筑节能法规》，鼓励发展低能耗建筑控制污染。巴黎污染治理取得成效也有赖于全民达成共识和历届政府的不懈努力。

得益于碳交易市场机制，东京首都圈是世界上最低碳的城市之一，其低碳经济发展主要采用政府扶持、市场主导模式。东京首都
 圈最大的碳排放来源于商业领域。政府将减排的重点瞄准在大型二氧化碳排放者，颁布《强制碳减排与排放交易制度》，对1 100家商业机构和300家工厂强制性减排，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强制性碳排放配额交易制度。同时，东京政府通过立法确立碳排放量及收益的归属权，保障企业权益，逐步完善碳排放市场。此外，东京注重发展城际轨道交通，实现了远距离通勤，有效缓解了首都交通和住房压力。东京政府为住户免费安装太阳能，并将减排量储存在太阳能银行，以绿色电力证书形式销售，在普及节能减排意识的同时，激励企业及公众自愿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了政府、社会和公众的“三赢”局面。

20世纪70年代，首尔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人口和经济总量快速增加，导致了大气、水污染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20世纪90年代起，首尔首都圈便开始从政策、规划和制度入手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其主要举措包括：（1）2011年提出将首尔从“耗能、耗资城市”转为“生产型城市”，全面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减少核电，采用新能源。（2）发展绿色建筑事业，新建筑制定严格的能耗上限，要求建筑在设计上注重节能环保，旧建筑则鼓励节能改造，推进建筑能源效率改善项目（BRP）；同时定期公布大型建筑的总耗能和单位耗能数据，促使大企业为提升企业形象而努力提高能效。（3）发展天然气公共交通工具，普及环保汽车。（4）注重废弃资源的循环利用，一是实行垃圾排放的“从量制”，即根据垃圾排放量负担垃圾处理费用的制度；二是出台一系列促进垃圾回收和减排的制度，倡导“废弃物Zero化工程”，发放“废弃物Zero店铺”认证标志；三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的再利用和能源化，首尔建有四处垃圾焚烧设施，在垃圾焚烧过程中获取热能用于发电或供暖。此外，注重全社会共同参与，发动全体市民广泛参与到低碳环保行动当中是首尔发展绿色经济的最大动力和支撑。

北京首都圈大气微粒物污染浓度远远高于其他四个首都圈，节能减排和绿色经济的发展也明显落后。就北京首都圈内部来说，北京的绿色经济发展明显好于天津和河北。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13中国绿色发展指数报告》
[11]

 的测算结果显示，绿色发展水平排名中，北京排名第1，天津进入前10名，唯独河北的绿色发展水平较低，但河北的工业废水、工业烟尘排放进入全国前10名。河北作为首都经济圈的外部圈层承接了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转移，导致其绿色经济发展缓慢。从首都圈绿色产业定位来看，今后，北京主要负责新能源汽车、风能和太阳能研发；天津负责锂离子和镍氢电池、薄膜太阳电池、风电装备；河北主要集中于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设备制造。


（五）园区经济


园区经济是指高端生产要素在区域内集聚而形成的一种现代社会经济形态。在当代，园区经济越来越具有高技术密集性、产业集群性和价值链关联性等特性。在各国现代首都经济圈中，园区经济是一个新的特色。

国际首都圈主要的产业园区如表6-4所示，总结其园区经济发展的特点，主要体现在：（1）地理位置远离市中心。科技园区大多坐落在首都郊区或者是首都圈内的其他城市，部分园区的建立本身就是为了缓解首都城市的压力。（2）交通便利。毗邻公路、机场和港口等重要交通枢纽。（3）依托大学而立，将大学研发中心作为科技企业技术和人才的重要来源。部分园区紧邻大学而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产学研”结合的特点。例如伦敦首都圈内的各个园区紧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知名学府。部分园区内部便存在高校，例如东京首都圈的筑波科学城内拥有筑波大学。（4）园区制度灵活，注重中小企业的培育。政府在政策和融资上为中小企业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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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4     国际首都圈园区经济概况

资料来源：根据各个首都统计局的统计摘要整理。

北京首都经济圈园区现状如表6-5所示，在北京早期园区经济开发中，位于北京西北区域的中关村高新技术开发区定位于以自主研发技术开发为主，位于北京东南区域的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定位于以引进技术开发为主，因而北京的园区经济形成了独特的“村庄”经济。发展到今天，经过几次规划调整，中关村园区扩展成“1区16园”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园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天津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河北石家庄高新技术开发区、河北保定高新技术开发区、河北唐山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和河北燕郊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等6个园区环绕北京园区而开设。2012年，中关村示范区实现总收入2﹒5万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5%；高新技术企业增加值超过3 600亿元，占北京市GDP比重达到20%，比上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企业实缴税费达到1 500亿元，
 同比增长超过60%；企业利润总额1 730亿元，同比增长13%。天津滨海新区生产总值完成7 205﹒17亿元，增幅20﹒1%，显示出滨海新区对天津市经济的带动作用。
[12]

 虽然北京首都圈内园区经济发展势头较好，但也存在很多问题：第一，中关村园区位于市中心，加重了首都北京的“大城市病”；第二，产业园区与高校合作较少，未能实现有效率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第三，产业园区企业的原始创新力不足；第四，16个园区的产业同构化现象加剧，导致16个园区经济特色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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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     北京首都经济圈内主要产业园区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园区经济网资料整理。


（六）临轨经济


临轨经济是指由轨道运输方式带动相关产业聚集而发展起来的
 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首都城市交通点线成网，形成综合交通，带动首都经济圈内的人流、物流、商流和现金流，带动商业、地产、广告、文化、娱乐、办公、商务、住宅等市场及其相关设施的发展。

国际首都圈的轨道交通都非常发达（如表6-6所示），以地铁为主。各个首都圈的轨道交通网络错综复杂，首都圈的发展沿着轨道向外扩散，通过交通枢纽的精心布局引导，形成完备的首都圈中心等级体系。轨道交通所达之处，经济发展迅速。巴黎首都圈的地铁是一个巨大的“地下超市”，设有人工销售商业点800余家，服装店、餐饮店、书店、免费报纸供应处应有尽有，还有数以千计的各类自动售卖机。2012年，巴黎“地下超市”净赚2 300万欧元，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13]

 高铁和轻轨则进一步加强了首都圈内各个城市之间的联系，便捷的交通是增加经济辐射力的重要保证。首尔临轨经济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除地铁之外，城际铁路及高速铁路覆盖国土一半的人口，缓解了首尔中心区的人口高密度压力。伦敦地铁运营历史最悠久，但缺乏畅通的城际轨道或高铁网络。东京首都圈地铁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地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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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6     国际首都圈轨道交通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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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数据来源：伦敦、巴黎数据来源于其统计局网站；首尔数据来源于首尔市统计信息门户；东京数据来源于日本总务省，日本国土交通省平成24年首都圈整备报告。

北京的地铁和高铁比其他四个国际首都圈都要发达。到2017 年1月，北京市地铁总共有19条在运营，包含一条机场轨道，组成覆盖北京市11个辖区、拥有345座运营车站、总长574公里运营线路的轨道交通系统，位居世界第一。其工作日日均客运量超过1 000万人次。到2020年时，运营总里程将超过1 000公里。北京地铁1号线、2号线交汇的建国门和复兴门都形成了商圈效应；西直门和东直门作为换乘车站发展迅速，商铺租金上涨价明显；5号线和13号线交汇的立水桥区域汇集了东方明珠、东亚奥北中心等多个商业项目，总面积达50万平方米。此外，地铁也将北京郊区与中心城区紧密联系起来，带动沿线经济。

与北京单体城市临轨经济发展相比，首都经济圈的临轨经济则发展较慢。截至2013年10月，天津地铁共4条线路，总里程达到131公里，规划中还将建设4条。石家庄地铁规划由3条线路组成，总里程59﹒6公里，1号线和3号线正在建设之中。同时，北京拟将地铁6号线向东延伸：通州—燕郊；4号线（大兴线）向南延伸：南兆路—固安；亦庄线南延伸：亦庄—廊坊。通过贯通北京至河北的轨道交通，为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交通便利和无限商机。

高铁是北京首都经济圈内的特色。目前首都经济圈内运营9条高铁线路。根据规划，到2020年，北京首都经济圈的城际轨道交通总里程将达到710公里，线网布局满足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主要技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城际轨道交通网络将覆盖京津冀地区的主要城市，基本形成以北京、天津为中心的
 “一小时交通圈”。

综合比较，北京首都经济圈的临轨经济发展迅速，有后来者居上的趋势，但好的国际经验仍应借鉴。第一，在轨道交通建设融资上引入社会资本，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巴黎首都圈和首尔首都圈地铁融资模式是政府与社会资本的组合模式，由企业而非政府负责地铁运营。第二，轨道交通系统优先于沿线土地开发，利用轨道交通引导城市发展，形成以轨道交通站点为中心的紧凑混合式土地开发模式。第三，轨道站点周边土地以综合开发模式进行高密度开发，为疏散中心城区就业创造条件。第四，重视轨道交通站点与其他交通工具一体化的规划和建设，促进城市交通体系的平衡和协调。


（七）临空经济


临空经济是指由航空运输方式带动相关产业聚集而形成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相关产业在机场周边形成经济发展走廊、临空型制造业产业集群以及各类与航空运输相关的产业集群，进而形成以临空指向产业为主导、多种产业有机关联的独特经济发展模式，以巨大的航空货流和商务人流为支撑，产生出综合经济效应。

从各个首都圈的机场数量来看，伦敦首都圈内拥有希斯罗机场、盖特威克机场、斯坦斯特德机场、卢顿机场、伦敦城市机场和绍森德机场。其中希斯罗机场客运总量常年占据全球机场客运吞吐量列表前三甲，但在2010年被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超越。巴黎首都圈内有戴高乐机场和奥利机场，其中戴高乐机场承担法国国际交通运量的52%，也是世界最繁忙的机场之一。
[14]

 东京首都圈有三个机场，分别是成田机场、羽田机场和横田机场。首尔首都圈拥有仁川国际机场和金浦国际机场。北京首都圈内机场数量多达8个，包括北京市的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南苑机场和北京大兴机场（规划中），
 天津市的滨海国际机场，河北省的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秦皇岛山海关机场、唐山机场和张家口机场。

从客运量和货运量看（如图6-2所示），伦敦和北京首都圈的客运量较大，首尔和东京首都圈的货运量较大。各个首都圈的临空产业结构存在差异，伦敦和巴黎以零售、会展业、商务办公、电子信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为主。首尔、东京、北京首都圈乃至北京市的临空产业以航空相关工业为主，辅以少量服务业，包括航空制造业、航空运输业和物流业、高新产品制造业、国际商务会展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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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2　首都圈内机场客运总量和货运总量对比

资料来源：根据北京首都圈根据中国民用航空局（http：／／www．caac．gov．cn／）发布的《民航机场运输业务量》整理，国外首都圈根据各国统计局和国际机场协会（ACI：http：／／www．aci．aero／）资料整理。


（八）临港经济


临港经济是指依托港口发展相关产业，形成沿海区域经济增长
 极的一种社会经济形态。港口经济有着典型的外向型经济特征。

目前，除了巴黎首都圈没有港口，其他首都圈均有港口。伦敦首都圈拥有伦敦港，东京首都圈拥有东京湾港口群（包含东京港、横滨港、千叶港、川崎港、木更津港和横须贺港六个港口），首尔首都圈拥有仁川港，北京首都圈拥有天津港、唐山港、秦皇岛港和黄骅港，但还未像东京一样形成港口群。近几年的货物吞吐量显示（参见图6-3），北京首都圈的货物吞吐量远远大于其他首都圈，但受到行政管辖体制限制，目前津冀的港口尚未形成协调统一的港口群。一旦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港口群，将对整个北京首都圈的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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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3　2010—2012年首都圈内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

资料来源：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全球港口发展报告（2012）．

根据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港口发展报告（2012）》中测算的全球港口综合发展指数分析，天津港、东京港和横滨港均入选了全球前50名，首尔首都圈的仁川港并未进入该项排名，但韩国的釜山港综合发展指数排名第六。天津港各分
 项指数均表明天津港的发展是未来北京首都圈内新的经济增长点，可参见表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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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     2012年首都圈内主要港口全球综合发展指数排名

注：全球港口综合发展指数将生产运输、基础设施、经营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作为单向指标来反映全球不同区域、不同港口的发展状况及变动趋势，评价各港口的发展水平，具体又细分为20个分指标。 资料来源：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全球港口发展报告（2012）．

各个首都圈临港经济的产业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重化工业集聚、增值物流延伸及现代服务拓展。最初，港口的重化工业因港口的发展而集聚。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日本依靠东京湾港口群，兴建了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等重化工业基地，拉动日本经济；韩国依托港口走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建立以仁川港为中心的京仁工业区。重化工业发展成熟后，港口功能开始延伸，通过提供增值物流服务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东京首都圈的港口增值物流发展十分迅速，例如它的汽车产业在港口附近进行组装再出口。临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金融、保险、商务等现代化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增加。伦敦临港经济已十分成熟，其临港产业是以市场交易为主的金融保险业、航运业务与金融保险业相伴而生。

总结一下国际首都圈临港经济的发展经验，可供北京借鉴：（1）充分发挥港城互动效应。港口、临空经济与城市之间的互动是拉动首都圈经济的前提，而完善的交通体系是促进港城互动的基础。（2）促进港口群的形成并明确职能分工。东京湾港口群的临港经济是东京首都圈的重要经济增长点，其六大港口均有明确的港口级别
 和职能分工，形成功能互补而非相互竞争。
[15]

 （3）注重产业集群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按照产业层次统筹规划，突出重点产业。首都北京发展临港经济的必经之路是建立首都圈，打造津冀港口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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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黄远春，邱薇华．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经济效益增值方法探讨．硅谷，2010（22）．


[14]
 法国航空联合处（Union de Transports Aériens）：http：／／uta‐airlines．com／．


[15]
 东京湾港口群中六个港口的职能分工：东京港为输入型港口，横滨港为国际贸易港口，千叶港为能源输入港，川崎港为原料进口与成品输出港，木更津港为地方商港和旅游港，横须贺港为军港兼贸易港。参见王建红．日本东京湾港口群的主要港口职能分工及启示，中国港湾建设，2008（1）：63-70。





三、首都经济圈发展综合比较

上述八大经济结构形态的比较以定性分析为主，还无法得出定量结论。因此，本章在选择代表性指标和可获得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无量纲化的指标处理方式，分别将北京市、北京首都经济圈与国际首都圈进行量化对比分析，试图说明北京市作为一个首都经济单体，其经济实力较强，但首都经济圈的发展与国际性首都圈还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巴黎首都圈不存在港口，未选取临港经济指标。定量分析的步骤如下：

首先选取了12个代表性指标，如表6-8所示。由于着重考虑经济结构，因此选取的指标均为相对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表6-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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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     首都经济圈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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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其次采取阈值法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进行综合评价。数据无量纲化处理也称为数据标准化，数据标准化根据指标的特性分为正指标和逆指标。正指标是指数值越大越好的指标，逆指标是指数值越小越好的指标。本章的指标体系中只有“每万美元GDP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每公里地铁承担的客运量”为逆指标。

正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image: formula]


逆指标的标准化公式为：

                            [image: formula]


其中，rij

 表示第i
 个经济体的第j
 项指标的实际值，[image: icon]
 表示第j
 项指标中的最小值，[image: icon]
 表示第j
 项指标中的最大值，yij

 表示标准化后的系数。

在对每个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之后，对整个指标体系进行处理，得出每个经济体的综合指数：

[image: formula]



 其中，k
 表示指标总个数，本章中k
 ＝12；Yi

 表示第i
 个经济体的综合指数，Yi

 的取值范围在0～1之间，Yi

 越趋近于1表明经济发展越好，越趋近于0表明经济发展越差。

当前，京津冀一体化刚刚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但实际上并未形成城市相连接、空间布局和功能结构协调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首都经济圈，本书虽然将其概念等同于首都经济圈，却也只是机械地组合。因此在定量分析过程中，首先以北京市这一首都经济单体与国际四大首都圈的经济结构进行对比（如表6-9所示），再将京津冀地区视为首都经济圈与国际首都圈进行经济结构对比（如表6-10所示），形成对比和参照，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到中国首都经济圈经济结构与国际首都经济圈的差距。同时，目前首都北京的问题已经无法通过自身来解决，必须打破区域限制，首都圈的整合和调整是必要的。通过对比便于找出首都圈建设与首都单体建设之间存在的差异。

表6-9显示：若将北京市与四大国际首都经济圈进行比较可知，综合指数排名由高到低依次为：伦敦首都经济圈、首尔首都经济圈、北京市、巴黎首都经济圈和东京首都经济圈。北京市排名第三，其综合经济实力高于巴黎首都经济圈和东京首都经济圈，北京市在知识经济、总部经济和临空经济方面均是最优的，但在人均GDP和每万美元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指标上最弱，这表明北京市的绿色经济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伦敦首都经济圈在服务经济、绿色经济、临轨经济和临空经济等方面均表现突出。首尔首都经济圈在经济总量上略有落后，但其结构较优，尤其是知识经济、绿色经济和园区经济方面的发展，这表明“绿色首尔”和“创意首尔”的国家战略成效较好。东京首都圈虽然排名靠后，但其经济结构较为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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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     北京市与四大国际首都圈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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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资料来源：各个国家或城市的统计数据，时间取值范围在2010—2013年之间。

表6-10显示：若将京津冀范畴视作北京首都经济圈进行对比，其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北京首都圈目前的综合经济情况远远落后于其他首都圈。在北京市对比中具有优势的知识经济、总部经济和临空经济纳入首都圈后便不再突出，与国际首都圈的差距进一步拉大。究其原因在于，京津冀尚未形成真正的整体。四大国际首都圈经过几次规划整合，其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融为一体，首都城市的辐射效应得以充分发挥，区域协同发展，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首都经济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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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10      首都圈经济比较

综合评价，北京市作为中国首都经济单体，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经济结构也在不断优化，逐步向国际首都看齐。但北京与伦敦等首都城市一样，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便面临诸多问题，经济结构的优化无法在单一的首都城市内部完成，需要考虑区域协同发展。通过纾解首都的部分功能到周边城市，逐步向外扩散形成首都圈层，在首都圈层的基础上完成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这必然要求打破北京地域空间，将京津冀作为整体统一进行城市规划和产业布局，立足首都经济圈来调整首都北京的经济结构。





四、经验借鉴及对北京的启示

本章从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园区经济、临轨经济、临空经济和临港经济等八个方面，定性和定量地分析比较了北京与伦敦、巴黎、东京和首尔四个国际性首都圈的经济发展历程及现状，旨在汲取国际性首都圈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以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背景，对推进首都经济结构调整提供可以参考的政策建议。


（一）制定真正意义上的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


多年来，制定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但迟迟不见有实质性进展。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指出：“推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打造首都经济圈”。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和编制工作随之被提上议事日程，但进展一直较慢。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对首都经济圈的范围划分和地区利益的调整。要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实现区域经济集聚和快速发展，就必须打破地方区域封锁和行政分割。为此，就需要从国家层面上尽快制定并出台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明确其范围划分，确立合作发展机制。国外首都经济圈的发展历程始终与法律法规相伴出现，法律制度为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了最可靠的保障。为此，还要制定有效的法律法规来保障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的顺利实施，以促进首都经济圈区域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5年国务院推出的《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是依照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三个行政辖区全域覆盖提出的区域规划。但在严格意义上，这不是首都经济圈的规划，因为这是按照行政辖区而不是经济区制定的。首都经济圈有自身演化和发展的内在
 逻辑，服从于区域经济自身演化和发展逻辑。尤其是，当依照行政辖区强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时，会产生行政干预经济活动的不良后果，形成“强扭的瓜不甜”的局面。此前，由于行政区域分割，京津冀区域不能形成内在联系紧密的经济区域。从首都经济圈发展角度看，可以把《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视之为试图规划和发展首都经济圈。然而，三地政府未必都能理解这个用意，并按照首都经济圈的思路去努力。进一步说，首都经济圈有自身的内在要求和特点，这个区域协调规划与真正意义上的首都经济圈发展规划还有一定距离。应考虑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行到一定阶段之后，在京津冀区域经济协同化程度基础之上，制定符合首都经济圈特点的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规划。


（二）设立跨行政区的首都经济圈管理协调机构


根据国际首都经济圈建设经验，设立跨行政区域的管理协调机构尤为必要。伦敦、巴黎、东京和首尔首都经济圈均有统一的城市规划机构和政府管理机构。在中国行政等级的特殊背景下，协调机构的领导行政等级必须高于北京市的等级。协调机构的成立既能统筹城市布局和规划，又能促进产业布局合理化和公共资源均等化。目前，以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为首的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已经成立，这对于首都经济圈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三）明确经济结构调整方向，有舍才有得


北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承担了政治、文化、外交、经济、金融等多项功能，功能过于集中是北京患上“大城市病”的主要原因。在经济结构调整时要明确自身的核心功能，将非核心功能纾解到经济圈的外部圈层甚至是首都经济圈以外地区。纵观国际首都圈功能纾解过程，不仅需要注重经济增长，更需要注重建立宜居的环境，考虑公民的幸福感，其本质上是以短痛换取长期利益。首都在经济
 结构优化过程中要懂得取舍，比如服务经济原则鼓励发展高端服务业，对低端服务业进行整合和规范；总部经济发展通过总部基地与制造基地相剥离形成区域联动等。从韩国的经验看，甚至可以将中央政府的部分机关和职能部门迁往首都经济圈的其他城市或地区，这既有利于减少人口在首都的过分集中，又可以适当分散首都的部分行政职能，实现资源在首都经济圈内的均衡流动。


（四）汲取国际首都经济圈发展的成功经验


国际首都经济圈在八个方面的经济结构调整及发展上均有成功的经验和成熟的机制，中国虽然面临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国情，在经验借鉴的过程中并非照搬国外的模式，而是有选择地选取值得借鉴的政策和方法。

首先，在首都经济圈的形成过程中可以通过建立卫星城和新城来疏散首都城市的人口和产业，完善区域间交通和周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统一产业布局奠定基础。

其次，在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可以汲取国际首都经济圈可取的经验。金融服务及专业商务服务等高端服务是首都未来的发展方向；总部经济结构的优化应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文化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发展的重点，伦敦文化创意产业发展领导小组构成及融资模式值得借鉴；建筑节能、控污技术和碳交易市场的建立可以助推绿色经济的发展；园区经济发展要避免功能重复，依托高校科研机构走“产学研”的发展道路，注重培育中小型企业；临轨经济发展要依托土地和轨道联合开发模式促进轨道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临空经济区产业布局优化考虑由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为主转变；临港经济必须依托功能互补的京津冀港口群推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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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13年下半年，经过激烈角逐，我作为首席专家申请到了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推进首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思路研究”（13ZDA03）。课题研究依照我对于首都经济结构八大形态（服务经济、知识经济、绿色经济、总部经济、园区经济、临轨经济、临空经济和临港经济）的理解，展开第一阶段研究工作，即对比分析伦敦、首尔、巴黎、东京与北京之间的发展差距。其间传来了习近平同志2014年2月26日考察北京市工作时的重要谈话。讲话精神为课题组进行下一步研究提供了方向，于是我们把比较眼光从单体城市扩大到城市群。到2015年课题顺利结项通过，获得了评审专家组审阅意见优秀的结论。幸运的是，课题研究成果第一部分，即本书《首都经济圈结构调整的国际比较》获得了北京市社科基金委的出版资助。而课题研究成果的第二部分《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首都经济结构调整路线图》获得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支持和资助，已经先期出版。


 凡重大项目的完成从来都是集体合作和智慧的结晶。本书的执笔人有刘瑞、伍琴、胡亚昆、韩超、韩学广、权伍恩和唐善才。参加调研讨论的人员有金乐琴、赵玉麟、沈汣沄、娄毅伟、周达、曲闻、李荣华、钟辰、宫国栋等。课题组在外地调研期间，也收到了河北大学经济学院董正信、李惠茹、张玉棉等教授以及天津财经大学安合祥等教授的宝贵意见。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领导及编辑也为此书的编辑和出版付出了辛劳。在此，我对所有为完成此书付出辛劳的人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刘　瑞


2017年9月

中国人民大学明德主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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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丛书》总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序言：新常态新规划新飞跃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04年至今，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13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收并不断加大强农富农惠农政策力度，农业农村经济稳定发展，农业科技贡献率稳步提升，现代农业不断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新型城乡关系正在形成。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市场主导的农业经济体制，同时，国家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体系也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框架。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保持农业继续稳定发展以及实现政府对农业有效管理和调控的基本前提，而规划作为政府对农业产业的管理和调控手段，在政府和市场博弈过程中起着连接政府和市场的桥梁作用。从经济学发展史来看，“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种不同思想从相互对立、影响到逐步协调、共生，而经济规划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消除市场失灵及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管理手段，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我国自1953年颁布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至今，已制定并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在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政策目标逐渐得到落实，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越来越明确。

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改革转型的不断深化，无疑使我国规划工作的难度更大，要求也更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加重视规划对农业发展的引导作用，提出了一系列支撑农业发展的重大政策、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实施了一系列利当前、惠长远的重大举措。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强调要实现“十三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必须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要求，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2015年12月24日至25日在于北京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再次强调了五大发展理念，为下一步规划引导和农业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行动的依据。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反映在农业领域，表现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归根结底是要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的生产成本也在持续攀升，农业生产成本上升推动了国内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上涨，加之国际市场石油价格波动、人民币汇率坚挺、大宗农产品价格走低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国内农产品价格开始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这将使我国的农产品逐步失去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长期靠拼资源、拼投入的粗放增长方式导致农业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不堪重负。长期无节制地毁林、毁草开荒，围湖、填河造地，使生态系统受到严重破坏；不断增加化肥、农药、农膜的使用以及乱烧乱扔农业废弃物，使农业农村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受到严重挑战。同时，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后，财政收入增幅回落较大，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压力开始凸显，尤其表现在县级财政这个层面上。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压舱石”，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新阶段，需要从社会经济协调、民族复兴全局、长远历史跨度和全球化视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的基础上，尽快扭转农业要素投入结构失衡、政府与市场关系失衡和产业链协同发展失衡，切实提高农业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

序言：新常态新规划新飞跃

黄勇博士所著《规划引导与农业发展研究》一书恰逢其时，紧贴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发展理论与实践层面上做出了深入思考，对我国政府通过规划来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找准职能定位提供了决策参考。该书体现了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选题很有意义。中国是有几千年璀璨农业文明的大国，在到21世纪中叶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将经历二元结构、农业科技、农业模式、农业产业化、农业全球化等方面的重大转折。联合国报告显示，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96亿人，对农产品的总需求也将大幅度增加，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结构也将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发生重大转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展望农业发展道路，很有必要对规划引导与农业发展的决策机制进行梳理并对其效果进行评估，对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充分剖析、经验借鉴及归纳总结。

二是结构科学严谨。全书谋篇布局合理、行文流畅，作者首先安排两章论述了研究的基本框架并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总结，继而第三章梳理了我国规划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第四章论述了规划中的农业发展政策及其绩效评估，其后安排了第五章和第六章对规划引导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和区域规划农业政策的效率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七章则围绕“十三五”发展的基本思路与趋势展开讨论，最后一章对研究结论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政策建议。

三是见解颇具新意。如第三章对我国规划工作的政策决策体制、分工机制和部门落实分工责任等的总结，及对“十二五”规划制定、实施过程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的编制过程等所做的典型案例分析，使认识更为深刻，第四章至第六章的对规划引导具体实践的评价体现了作者的理性思考和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第七章对“一带一路”“新常态”等的论述很有新意。同时资料翔实，运用的资料既有党和政府关于规划编制和“三农”问题最新的文献，又有统计资料，更有各类研究论文。

农业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永无止境，黄勇同志的这种探索应当得到赞赏和鼓励，也希望更多的同仁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规划引导和农业发展。

是为序。

陈傲

2016年7月于北京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一部经济学发展史可以被简单地看做一部“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种不同经济学思想萌芽、成型、纷争、协调并共生发展的简史。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关于计划与市场孰优孰劣的争论此起彼伏。许多经济学家例如亚当·斯密（Adam Smith）、卡尔·门格尔（Carl Menger）、哈耶克（Hayek）等都主张在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作用下，个体自发的追逐私利的活动也可能会导致所不曾预期的有益影响，并最终增进社会的整体福利。然而，面对1929—1933年那场世界性的、大规模的经济危机，依靠市场自动调节的自由放任政策却束手无策。这时，人们逐渐意识到市场也不是万能的，也存在失灵的时候（Stigliz，2009），这包括个人的非理性（王官诚，2008）、外部性（沈满洪和何灵巧，2002）、分配不公平（张劲，2011）、公地悲剧（李晓峰，2004）、信息不对称性（黄建新，2007）等。而经济规划曾经作为政府干预经济、消除市场失灵、实现经济均衡增长的管理手段，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之后被世界各国广泛接受（Bornstein，1975）。然而，随着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爆发，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逐渐取消了经济规划，是否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被烙上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烙印。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转轨，彻底抛弃计划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似乎已经成为不二的选择；然而，中国的计划体制并没有出现所预言的大崩溃，而是出人意料地重新焕发出活力，持续活跃在政策发展舞台的中心，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从1953年中国出台第一个国民经济发展五年计划【1】
 至今，中国已制定并实施了13个五年计划。六十多年来，中国的五年计划已经历了大推动计划期、半统制计划期、混合计划期、指导规划期、战略规划期五个阶段（胡鞍钢等，2010）。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五年计划通过自我调整、自我改革，已逐步从经济指令计划转型为发展战略规划，由经济计划转向全面发展规划，由微观领域转向宏观领域，由以经济指标为主转向以公共服务指标为主（胡鞍钢等，2010）。在中国现行的规划体系中，以指令性为主要特征的资源分配方式逐步被限制在提供公共产品的政策领域以及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经济“制高点”领域或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而在涉及私人部门的消费品生产领域则主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以指导性规划逐渐取代指令性规划。


这些规划主要包括：（1）政府结合经济运行环境做出的预测增长目标，如GDP增长目标或某一产业的增长目标；（2）向市场经济主体发送的信号，如对国企的优惠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政策、逐步减免农业税等；（3）引进间接的市场激励机制，如调整国际国内市场的准入条件、改善银行信贷约束等。这些规划措施都不是直接干预的指令性措施，而是间接刺激市场行为和引导资源配置的措施。除了指令性规划和指导性规划外，还存在一些签约性规划，如在国家级高新区建设、大型能源的开发和生产、医疗系统改革、公路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领域，通常由上一级政府部门制定和部署总体目标，再以签约的形式将总体目标分解到下一级部门或市场主体并充分授权，以确保和激励下一级部门或市场主体与上一级部门合作，共同执行相关政策。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提供土地使用、保护环境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还设立了一些约束性指标。但与以往计划经济中的指令性指标不同，约束性指标约束的对象不是企业，而是各级政府，因此这些约束性指标也被视为“政府对社会的承诺”。从最终的实践效果来看，各部门均实现了预期承诺的减排目标，节能减排无疑是 “十一五”规划中实施最成功的一项目标（韩博天和奥利佛·麦尔敦，2013；Levine et al.，2010；Yao and Kroeber，2010）。

国务院除了组织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之外，还可以组织编制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这两类子规划实际上是各部门实现五年规划目标最主要的手段，但在研究中常常被忽略。区域规划是国家基于地区资源禀赋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区域内不同省（市、区）国土综合整治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所做出的总体部署（段娟，2014），是国家进行空间管治的重要手段（段娟，2014）。不同于省（市、区）一级的地方规划，区域规划特指跨省（市、区）的规划，其覆盖的地域范围包括相邻的省（市、区），主要用来协调跨省（市、区）的发展目标（Chung，Lai and Joo，2009），如指导跨省（市、区）的城镇化建设和基础建设投资、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内部的再分配以及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经济发展所得等。因此，在区域规划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需要中央政府的审批和授权。其中，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的西部大开发规划是中国政府编制并通过的第一个区域规划，其明确提出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应重点向西部大开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发展瓶颈倾斜，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缩小区域差距，承接地区产业转移，协调区域发展，并促进民族团结。此后，国家又陆续出台了一批区域规划，这包括《东北地区振兴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等。近年来新审批的国家战略性区域规划也多针对边疆重点支援地区或老少边穷地区，如陕甘宁革命老区、武陵山片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等（段娟，2014）。

专项规划主要是针对特定政策领域所编制的规划，这些特定政策领域往往是总体规划中要加强或加快发展的领域（朱宝芝，2010）。其中，国家级专项规划需要统一经过国务院审批和核准，且原则上仅限于事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的重大项目，这包括：（1）国家战略性资源的开发保护项目，如水资源、土地资源、海洋资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2）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如农业基础设施、水利基础设施、能源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等；（3）公共事业，如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事业、社会保障、国防建设、防灾减灾、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等。

五年规划（又称总体规划）、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同时也是下一级政府部门制定当地规划的依据，其内容也会逐级细化完善，构成一个相互交织的庞大的“三级三类规划”（国家—省—市县和总体—专项—区域）网络（如图1—1所示）。这个庞大的规划体系网络共同履行国家最核心的职能，如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进行战略部署，确定优先发展顺序；集中并调动有限的资源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促进产业平衡发展；实施宏观调控，控制主要经济总量的增长率和经济水平，遏制外部冲击，预防剧烈的经济波动等。

图1—1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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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徐东：《关于中国现行规划体系的思考》，载《经济问题探索》，2008（10），181~185页。

三种规划（五年规划、区域规划、专项规划）中有关农业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且这些涉农规划对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以及新农村建设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通常，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会对当期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做出总体部署和要求，随后，农业部都会制定相应的“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五年规划”，设定未来五年的发展任务和发展目标。例如，《全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就从七个方面明确提出了推动发展的任务，包括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优化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农业农村公共服务、提升农业科学技术和物质装备水平、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创新农业农村发展体制机制、加强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在农业行业层面也会制定相应的行业规划，如农业科技发展规划、农业国际合作发展规划、农业与农村信息化发展规划、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种植业发展规划、饲料工业发展规划、热作产业发展规划、水产技术推广工作规划、渔业发展规划、农垦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休闲农业发展规划等。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这是国务院发布的第一部指导全国现代农业建设的规划，其最大的亮点就是将有关现代农业发展的目标细化量化为农产品供给、农业物质装备、农业结构、农业科技、农业产值与农民收入、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农业生态环境7个方面27个发展指标，首次明确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提出了发展现代农业的阶段性目标。

区域规划也有诸多与农业农村发展相关的表述，且这些涉农规划紧密结合了地区资源禀赋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地区适应性更强。如2008年制定的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由于其覆盖的地域范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方财力较强，因而对农业农村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于加强农业国际合作，发展都市农业、特色农业和外向型农业，以及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我国中部粮食主产区，因此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规划中的涉农内容也就偏向于支持粮食生产和乡村发展。

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纵深发展，规划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手段，越来越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毫不夸张地说，规划在中国政治的运作过程中是确定政策优先顺序的推动力，是政策调整的界限，是授予机构权力的依据，是决定各级政府之间权力分配的关键（韩博天和奥利佛·麦尔敦，2013）。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中国政府为何要把规划摆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为何如此热衷于推出各种规划项目？换言之，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手段的规划引导是否有效地实现了既定的政策目标？是否有效地避免了市场失灵？是否产生了新的政府失灵问题？是否促进了国民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有一定的弱质性，其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呈现出“小部门化”趋势，但是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是“多功能化”的；农村在区域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其发展事关破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制约。那么，规划引导对农业发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效率如何？有效促进了农业增长吗？对农业增长的贡献如何？这些正是本书所要关心和研究的问题。





第二节 研究意义

规划作为对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思考，是设计未来行动的一整套方案，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其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工具，已日益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在规划的实践层面上，与规划的重要性不相称的是，我国对规划的政策效果评估与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完善。以五年规划为例，截至2002年国家已经编制并实施了10个五年规划，但除 “一五”计划外，国家一直未对其完成情况与实施效果进行系统的评估（鄢一龙和王亚华，2012）。直到2003年官方第一次对“十五”规划的中期进展进行正式的评估与调整，规划这种“重制定轻评估”的情形才有所改观。随后，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对规划的监测评估以及中期调整，不仅将监测评估作为一项正式的制度写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郝彦菲，2013；鄢一龙和王亚华，2012），而且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信息收集、分析、起草、实施、评估和修订的制度化流程（韩博天和奥利佛·麦尔敦，2013；胡鞍钢，2013）。

但即便如此，现有的规划监测评估体系依然存在诸多的局限：一是规划的任务指标繁多、覆盖范围广，比如从GDP增长、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到提高农民收入、实现社会公平，从节约资源、保护耕地到环境保护、建设生态文明等，且部分指标相互冲突、自相矛盾，给规划的执行和效果评估造成了困扰；二是通常对对规划的评估设定了不同的权重，也就是划定了任务的优先顺序，基层政府官员往往只重点关注“计划生育、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等几个“一票否决式”硬指标，而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资源环境保护等方面则没有多少建树；三是对评估下级部门规划效果所需的数据资料缺乏独立的获取途径，完全依赖下级部门提供，这种“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式的评估模式实际上为下级部门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提供了便利，难以达到监测评估的效果。

在理论研究领域中，国内外学者对中国规划实施效果的关注度也存在差异。长期以来，西方研究者对中国中长期规划的认识存在一定的误区与盲点，他们认为这些规划不过是政府部门所做的表面文章，既无力应对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状况（即所谓的“计划赶不上变化”），也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韩博天和奥利佛·麦尔敦，2013）。在他们看来，“取消计划”是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不二选择，也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途径。正因为如此，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时，西方研究者很少甚至根本不会提及规划的作用，而是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市场化、国企改革、私有财产保护和监管等上（Liew，1997；Chai，1998；Naughton，2007；Chow，2007；Huang，2008；Brandt and Rawski，2008）。

放眼国内，尽管学者在中国规划的实施情况的历史回顾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张同乐和陆军恒，1997；刘国光等，2006；王亚华和鄢一龙，2007；杨近平，2011；姚广利，2012），但总体来看，这些研究多侧重于对文献资料的回顾整理以及经验性总结（鄢一龙和王亚华，2012），而鲜有关于规划实施效果评价的文献。如杨杨和张继平（2013）运用对应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挖掘了五年计划的文本演变特征，发现我国五年计划正经历着从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的功能转变过程。姚广利（2012）则总结归纳了历次编制和执行五年计划的经验，认为无论是编制情况还是执行效果，改革开放后的计划都要好于改革开放前。胡鞍钢等（2011）基于国际比较视角得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1978—2008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其无论是GDP增长速度，还是人类发展指数（HDI）都名列前茅；他们将这一增长成绩称为中国发展奇迹，并提出五年规划发挥着促进经济增长、减小经济波动、调控发展模式、提供公共服务等重要作用，是理解中国发展奇迹的一把钥匙，也是成就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手段。鄢一龙和王亚华（2012）利用综合产出评估框架，选取计划期发展情况、目标偏离度、目标完成率构建了五年计划绩效指数，并定量评估了“一五”计划到“十一五”规划的绩效。

总的来说，关于规划实施效果评价的文献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特别是有关涉农规划引导对农业发展之影响的研究可谓是凤毛麟角，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1）规划不同于常规经济管理行为中的“例外行为”，其自身具有很强的复杂性，评估的内容、方法与对象也具有模糊性，实际上无法评估其投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五年计划逐步由经济计划转变为战略规划之后更是如此（鄢一龙和王亚华，2012）。（2）规划对农业的影响是间接的，难以直接评估。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地域分散性和受自然影响的不确定性使其很难像工业生产那样可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控制（韩博天和奥利佛·麦尔敦，2013）；另一方面，与农业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财政支持政策对农业的影响本身也是间接的，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鉴于此，本研究将规划因素定量化：一是采用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的效率评价模型，对区域规划的农业政策效率进行实证评价，从而对规划的实施效果进行有效评估。二是将规划因素定量化以后，在计量经济学模型中引入规划变量，具体采用面板双重差分（Difference in difference，DID）模型考察规划因素是否对农业作出了显著贡献，如果存在正的贡献的话，那么这种贡献有多大。这一方面可以构建一个量化规划实施效果评估的分析框架，丰富规划的政策效果评价体系；另一方面也可为进一步优化规划政策提供现实依据，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第三节 研究内容

根据研究主题及研究思路，本书的研究内容规划如下。

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阐述了选题的缘起、选题的意义，概述了本书的研究内容，介绍了主要的研究方法，并确定了研究的技术路线。

第二章：文献综述。本章全面梳理了规划、农业发展以及规划与农业农村发展关系的相关文献，为全书的分析框架提供了理论和文献支撑。

第三章：中国规划工作的功能和作用。本章整理了规划工作的领导体制、政策决策体制和分工机制，并对“十二五”规划制定的过程进行了分析，以及对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编制过程进行了案例分析。

第四章：规划中的农业发展政策及其绩效评估。本章首先归纳了涉农规划出台的背景以及规划目标，然后对这些涉农规划出台前后的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代农业产业水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流通体系、城乡差距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的变动情况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在此基础上挖掘了涉农规划对农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以及规划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第五章：规划引导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的实证分析。本章是对规划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的第一部分。中部地区季风气候显著，水热条件好，农业资源比较丰富，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进入21世纪来，中部地区农业发展虽然面临各种困难，但中部六省始终把农业发展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紧抓粮食生产，实现了粮食生产连连增。且中部农业发展对于中部地区农村社会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章以中部地区为例，通过DID模型定量测算“中部崛起”相关规划政策对中部地区农业发展的影响，以期考察规划引导政策在我国农业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六章：基于DEA的区域规划农业政策效率实证研究。本章是对规划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的第二部分。本章同样选择中部地区六个省份在1999—2012年的政策因素投入以及效果产出数据，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区域规划政策效率进行比较分析，以考察区域规划政策是否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

第七章：农业发展中规划引导面临的机遇、挑战及优劣势分析——以“十三五”规划为例。本章选取“十三五”规划作为案例，运用SWOT分析法剖析了农业发展规划所面临的机遇、挑战、优劣势以及可能的应对措施。

第八章：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本章对全书的研究结论进行了归纳总结，并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财权事权划分等方面提出了完善涉农规划的政策建议，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定参考。





第四节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其中主要的定性分析方法有文献分析法、SWOT分析法、归纳演绎法，主要的定量分析方法有DID和DEA。

（1）文献分析法。对现有文献进行收集与综合分析是开始一项研究的重要手段。本研究的展开正是建立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的阅读、整理与归纳分析的基础上的，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奠定了前期基础，也为本研究重点的确定与展开指明了方向。

（2）SWOT分析法。SWOT分析在战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书第七章以“十三五”规划和《京津冀都市圈区域规划》为例，对农业发展规划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进行综合分析，以期从中发现规划得以顺利实施的外部机会，找出规划本身可能存在的优势与劣势，为相关部门制定和修订规划提供可靠的依据。

（3）归纳演绎法。在最后总结本书的研究结论时，通过对前面不同章节的研究内容与研究结论进行综合、归纳和逻辑演绎，使本书的研究结论在相互印证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凝练和提升，并进而提出本书的政策含义。

（4）DID。DID模型由Ashenfelter和Card（1985）首次提出，由于其能够有效解决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因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使用这一研究方法来探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实证研究中，考察规划因素是否对农业作出了显著贡献以及贡献的大小是非常困难的，然而采用DID模型比较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可以有效解决这一难题。区域规划政策的实施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只对实施区域规划的经济体起作用（将制定并实施了区域规划政策的样本作为实验组，Treatment Group），而对那些没有制定区域规划政策的经济体没有影响（将没有制定区域规划政策的样本作为控制组，Control Group），而实验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可以反映区域规划实施的效果。本书第五章采用该方法探究规划对农业的影响。

（5）DEA。DEA由美国数学家和运筹学家A. Charnes和W. W. Cooper等于1978年提出，是评价同类型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相对有效性的数量分析方法。DEA将效率的测度对象称为决策单元，决策单元可以是任何拥有可测量的投入、产出（或输入、输出）的部门、单位，如厂商、学校等。本书第六章采用该方法对我国区域规划政策的农业政策效率进行测度与评价。





第五节 研究的技术路线

根据研究需要与内容安排，本研究的具体技术路线如图1—2所示。

图1—2研究的技术路线

[image: 1-2]




注释


【1】
 “十一五”以后,计划被改称为规划。在本书中,由于计划是规划的历史形态,


规划是计划的发展,因此本书并没有严格区分计划与规划。





第二章 文献综述

规划作为对未来基本性、整体性以及长期性问题的思考，是设计未来行动的一整套方案。一个好的规划体系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其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工具，已日益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而我国的农业发展一直以来较为落后，改革开放以来，农业生产率得到了大幅提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多功能化”，但我国农业仍然面临资源短缺、生产规模小、劳动力工资上涨等一系列问题，农村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

国务院（2011）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写到，我国在“十二五”期间较为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的过程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此同时，为了全面贯彻落实“十二五”的精神，对我国现代农业的建设和发展进行指导，紧接着，国务院（2012）发布了《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农业部总经济师杨绍品（2012）认为，该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农业建设沿着“以规划为引领”的科学发展道路迈进，具有里程碑意义。农业部总经济师陈萌山（2012）认为，目前我国农业的发展仍然处于依赖水土资源消耗、靠天吃饭的阶段，该规划的出台对于尽快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综上所述，农业发展与规划之间有着微妙的关系，本书试图通过定性以及定量的研究方法，回答规划引导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这一关键性问题。为此，本章对规划、规划体系以及农业发展等方面的国内外文献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通过对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进行归纳概括，吸取经验，总结不足，为本书奠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文献支持。





第一节 关于规划的文献综述

一、国内外对规划与规划体系的研究

规划一词的来源已无法考证，但一直沿用至今。规划主要是指为完成某一项任务而做的较为全面、长远、系统的发展计划，实则为计划的一种，但规划更重视长远的战略性，以及较强的原则性，以期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因为规划针对不同的区域，主要服务于相关的企事业单位、部门等，所以在国外也被称为公共政策。约翰·M·利维（1988）在其书《现代城市规划》中提及planning一词，并认为其无处不在，人们对该术语已达成一定共识。约翰·M·利维指出，对规划的需求可以概括为两个词，即相互联系性和复杂性，并对这两个词进行了介绍以及区分，也对规划的相关理论进行了划分，将其分为实质理论和程序理论，还就程序理论中的理性模型、折中混合模型以及分立渐进模型三个模型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明。

好的规划可以极大地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昌盛，从而实现整个国家的最高利益，对解决全局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问题有着重要意义，并兼具未来导向性、空间性、层次性以及强制性等特征。对于我国而言，规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过去和现在，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战略部署及安排，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适当的干预，是政府进行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Newman和Thornley（2005）认为需要用法律对干预的程度进行一定的规定。

国外很早就开始了对规划的研究。Churchman（1967）在管理科学上首次将Wicked problem一词用于规划，他指出规划的主要目的就是解决“棘手的问题”，这在当时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还有一种思想认为规划是一种政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市场失灵，保证空间秩序，合理配置公共资源，促进社会进步。Freidman（1987）从规划的功能角度出发，认为规划在提高工商业部门的活力方面发挥着一定作用，且能够使社会不偏离公平。还有学者从人类的活动角度出发研究规划问题，认为规划是一种旨在优化人类活动的行为，如 Chadwick（1978）等。

我国学者对于规划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于立（2005）认为规划在目前市场经济形式多元发展的阶段，已经成为一种可以在各种复杂多变的矛盾之间进行谈判的机制，从而尽可能地消除各种矛盾，并借助政府的基金等来实现规划的目标。

而规划体系则随着规划一词的出现而出现，并逐渐影响一个国家政府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而我们所说的规划体系是由各级各类相互结合、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规划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结合体。Thomas等（1983）认为规划体系直接影响着一些项目所需的规划许可的相关内容和程序。在制定规划体系的过程中，还需要根据时期的不同、目标的不同、地域的不同做出相应的变化，并对特定的目标进行专门的规划，从而形成一个复杂、纵横交错、统一的规划体系，而单一的规划在大多数情况下难以涵盖多方面的问题。

根据杨伟民（2003）、唐兰（2012）等的研究，本书将规划体系的特征总结如下。

（1）综合性。一个规划系统并不是简单地由多个规划加总而得到的一个整体，而是综合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利益团体的利益以及目标并进行协调而形成的。此外，单个规划侧重的目标往往与总体规划目标不一致，甚至出现矛盾，所以在实施规划的过程中，需要将多个目标紧密结合，相互协调，从而使规划体系实现整体最优。

（2）层次性。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不同的规划个体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地位并不是一样的，在大多数文献中，主要从行政等级以及规划内容两个方面对其层次进行划分。

（3）规划个体具有相互重叠性。不同的规划个体之间，内容往往会有重叠的部分，但同时又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促进规划目标的实现。

（4）动态性。规划体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辅相成。一方面，规划体系是基于整个社会的经济以及文化发展状况制定的，用以引导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不断发生变化，此时应该对规划体系进行完善、改进、创新，使规划体系与社会发展不断适应、相互促进，共同推动国家实现更好的发展。

在规划体系的分类方面，已有文献主要从以下不同角度进行划分，如于立（2011）、崔功豪（2000）、杨荫凯（2014）等，现归纳如下：（1）从规划编制和实施的方式来划分，可以将规划体系区分为控制型和指导型两类，前者注重技术规划，后者重视政治行为。（2）从政体角度划分，可分为中央集权型、联邦制国家型、联盟或邦联国家型。（3）按国家和地方主导程度划分，可分为国家规划主导型、国家和地方互动型、地方规划主导型三种。（4）从规划的主体功能来看规划可分为四类，即总体性、功能性规划（如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以某一特定地区为主的规划（如区域规划等），对某一类资源的规划（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以人口、城镇布局优化为主的规划（如城市规划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

二、国内外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与演进

规划的目的是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由于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时期所要实现的目标各不相同，所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规划体系也需要不断调整完善。Bruton和Yu（2005）指出，世界各国由于经济一体化而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出现动荡，各国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不确定的国内外环境给各国规划体系的制定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各国纷纷开始修改、完善自己的规划体系，以适应变化的经济社会。而这时候的规划体系也开始由政府主导逐渐呈现出政府与市场合作、互相促进、互相制约、互相补充的格局。于立（2011）认为，总的来说，世界的规划体系主要有指导型以及控制型两种，其中指导型规划体系大多以政策和目标为主，灵活性更强，例如英国的规划体系，而控制型规划体系则相对更规范化、系统化，从上到下，由多层次的、详细的规划个体构成。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也对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研究，如Vigar（2000）、许莉俊（2000）、冯晓星和赵民（2001）、唐兰（2012）等，下面对指导型和控制型两种规划体系中最具代表性的英国和法国的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做简单的介绍。

首先，指导型规划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的规划体系，其发展过程主要如下：（1）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规划体系的萌芽开始于1875年的《公共卫生法》，该法第一次对建筑标准以及布局在法规层面上进行了控制。（2）20世纪40年代末到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规划体系的完善期）。该时期出台了对英国甚至世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城乡规划法》，该法首次对发展（开发）进行了相应的定义，并影响着今日英国的规划体系。（3）20世纪60年代末至20世纪70年代初（英国规划体系的变革期）。该时期的规划体系也逐渐由以物质形态为主向以社会经济以及空间为主转化，以更好地适应城乡发展。（4）20世纪70年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规划体系的停滞期）。该时期处于撒切尔夫人时代，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规划因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而停滞不前。（5）20世纪80年代初到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规划体系的调整期）。在该时期，新的《规划与赔偿法》做出了调整，更强调了规划的引导作用。（6）21世纪以来，英国的规划体系在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下不断完善，首次将区域规划确定为法定规划，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其次，控制型规划体系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法国的规划体系。卓健和刘玉民（2004）认为法国在短短几十年内从一个传统的农业国跃身成为如今的工业化大国，与其独特的规划体系建设密不可分，并以三部重要的法律为依据，将法国规划体系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1919—1967年，《Cornudet法》（1919）第一次提出了城市规划的概念，开始制定中央集权的城市规划体系，1967年颁布了《土地指导法》，逐渐强化了建设部【1】
 的控制权；（2）1967—1982年，“公众参与运动”与“环境保护运动”，以及《地方分权法》的出台使法国逐渐由中央集权转化为国家与地方建立伙伴合作关系；（3）1982年至今，法国政府加强了对市镇间的合作组织“市镇群共同体”的建设，并在2000年颁布了《社会团结与城市更新法》，旨在保证国家和政府在规划上的一致性，实现各规划部门的协调统一。


对于我国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例如对于我国规划体系中较为重要的五年规划，王磊和沈建法（2013）认为其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1）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初，即“一五”到“五五”期间，国家处于计划经济体制阶段，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积累资本的策略，导致市场运行效率低，产业市场结构不平衡。（2）20世纪80年代初至21世纪初，即“六五”到“十五”期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同时存在，市场化迹象逐渐明朗，中央进行了一系列分权改革，逐渐放权给市场，使经济发展更富有活力。中央为了促进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划定了诸如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一系列的特殊政策区，地方政府也逐渐成为区域发展的主力军，但也存在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城乡二元化等一系列问题。（3）21世纪初以来，即“十一五”到“十二五”期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区域发展越发不协调，差距不断扩大，中央开始将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相关手段引入空间发展之中，不断加大管制力度，以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总目标。

杨丙红（2013）对我国区域规划的进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将区域规划发展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划分为农村区划、国土规划、城镇体系规划以及城市地区规划几个阶段。除此之外，赵民和郝晋伟（2012）对我国城市总体规划制度的演进历程进行了研究，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1）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70年代末是我国总体规划制度的探索和建立期。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我国不断尝试，出台了多部政策性文件，绘制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为之后的制度更新奠定了基础；（2）20世纪70年代末至20世纪90年代初是总体规划制度的完善期，《城市规划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总体规划制度以及相关的审批手续也逐渐规范化、法制化；（3）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5年是总体规划制度的成熟期，但随着土地制度以及财税制度的变革，主体逐渐多元化，总体规划制度逐渐不能适应多变的环境，各类矛盾慢慢显现出来；（4）2006年至今是总体规划制度的固化期，在此期间出台了新版的《城市规划编制办法》，标志着总体规划制度已经逐渐格式化、成熟化，但制度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引起了人们对制度不断反思，为制度的不断变革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三、对我国规划体系现状及问题的研究

在回顾了我国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后，本章接着对我国规划体系的现状进行文献回顾。孙虎和乔标（2012）认为目前我国的规划体系主要由三部分构成：（1）总体规划。总体规划主要指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具有纲领性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五年规划。（2）区域规划。可以根据部门将区域规划划分为三类：一是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区域规划，例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二是国土资源部编制的规划，主要是在原有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基础之上详细编制的涵盖面更加广泛的国土规划；三是城乡建设部门编制的区域规划，主要体现在城镇体系规划上，此外，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还编制了城市群规划以适应我国都市区、城镇带、城市群大规模出现的需要。（3）各种专项规划。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愈加复杂的国民经济运行使得对各种专项规划的需求更加强烈，因此我国近年来编制了许多专项规划，如城市、土地、产业、交通、环境规划等。

我国目前针对不同地区及不同问题已经制定了不同层次、多种多样的空间性规划，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复杂的规划体系。虽然理论界对于国家规划体系的认识尚不统一，如胡序威（2002）、方创琳（2002）、李兵弟（2005）等，但部分学者认为已有关于规划体系的研究大体上是沿着一条清晰的线路——例行规划与随机规划——对我国现行规划体系进行划分的，如王利（2008）。五年规划、土地规划、城市规划等都属于例行规划，即在特定的时间段内针对全国整体范围制定的规划，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均要依据这些规划进行。而随机规划一般是随着某一行业或某地区的经济环境、机遇与挑战的变化而修订的规划。这类规划具有较强的问题导向性和研究性，经过实践检验后可上升为“指导性文件”，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但在编制时没有明确的规范。

韩博天和奥利佛·麦尔敦等（2013）、王向东和刘卫东（2012）认为我国的规划体系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系统，而是经过规划人员不断调研、协调、分析、起草文件、实施、试验，然后进行事后评估、修正的系统，整个规划体系运行到现在，虽然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与此同时，也暴露了它本身的弊端。对于我国规划体系的不足，许多学者进行了研究。我们发现已有的相关文献在对我国规划体系存在的缺陷以及相关的改进措施进行研究时，往往会结合具体某省（市、区）的城镇化规划，通过案例来分析问题。例如，郝庆（2007），黎婴迎、曹小曙（2007），郑裕盛（2000），王瑛（2000），孙娟、崔功豪（2004），卫大同（2005），代合治（1999）以我国广东、海南、深圳、山东、西安等地为例，详细分析并总结了我国规划实践存在的问题。

对上述文献中提到的规划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如下：（1）规划急功近利，重量轻质。（2）规划缺乏连续性。仇保兴（2002）认为“一任领导一套规划”的现象十分普遍，规划之间缺乏连续性，许多项目停滞不前。（3）缺少法律保障。孙虎和乔标（2012）、占思思和盛鸣（2014）认为相较于城市规划体系的法律，我国土地规划体系急需加强相应法律体系的建设，目前除《土地管理法》外，土地规划缺乏专门的规划法律支持；就发展规划而言，虽然有《宪法》做保障，但县级以下的规划的法律体系仍不完善。国家对工信部的规划体系也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4）规划评估仍不完善。徐东（2008）认为长期以来，我国规划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仅仅关注规划的编制工作而对规划的后期实施缺乏重视，对规划的执行情况缺乏及时有效的评估，对规划的缺陷部分也缺乏及时的修正。（5）规划缺少对其他重要民生问题的关注。目前与城镇化相关的规划缺乏对被城镇化人口在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方面的保障。（6）重点轻面，缺少区域统筹。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规划仍以城市规划为主，跨省、市、区的区域规划较不完善。（7）轻视产业发展，忽视地区的长远发展。黄晓芳和张晓达（2010）认为某些地区的政府将城镇化片面理解为土地的城镇化，将规划的重点集中于修建马路、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而对长期的社会发展重视不足，大大降低了规划的效果。（8）张可云等（2004）、王向东和刘卫东（2012）认为我国规划体系繁冗，规划之间的协调性较差，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规划缺乏统筹。（9）规划的民主化程度较低，社会公众参与度较低，欠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10）规划手段相对落后、不够科学。黄宏胜等（2003）认为长期以来，我国规划在指标的制定上往往采取参考过去规划指标的方法，缺乏科学合理的技术性规划手段。

四、关于农业发展的文献综述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却非农业强国。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农业的发展依然比较落后，但我国农村的农业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能够得到解决。黄季焜（2013）认为我国目前主要面临着资源短缺、农业生产力下降、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劳动力工资上涨以及气候多变等一系列问题。为了促进农业进一步飞速发展，许多国内外学者都对农业发展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希望能够找到制约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五、国内外对农业发展的研究

石爱虎（2012）认为农业发展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即农业产出的增长和农业结构方面的变化，农业发展的过程就是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不同的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农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研究。

首先，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农业发展的问题。刘易斯（1954）提出了以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主的农业发展理论。刘易斯认为不同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不同，工资率不同，从而实现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的流动，使劳动力得到了重新配置，农业效率和生产率得到了提高，推动了“短缺点”和“商业化点”的快速重合。刘易斯强调的是通过农业支持工业（农业输出廉价的产品以及剩余劳动力）促进工业的发展，实现农业现代化。紧接着，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拉尼斯（Rains，1961）和费景汉（Fei，1961）进行了补充完善，他们强调了农业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并将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低于农业平均生产率的隐性失业者也归入了剩余劳动力的范畴，更为严密地扩展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舒尔茨（Schultz，1964）、乔根森（Jorgenson，1967）则提出了新的二元经济模型，肯定了农业自身发展的重要性。舒尔茨认为工业化发展的程度必须依托于农业发展的程度，并提出了关于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等一系列理论。乔根森从新古典经济理论出发进行了一系列的假设，强调农业剩余，认为农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充要条件。

其次，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研究农业发展的问题。舒尔茨根据生产要素的不同对农业进行了分类，即以传统的农业工具为生产要素的传统农业和以新兴技术为核心的现代农业。虽然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的观点广为人们接受，但他们却忽略了人力资本这一要素，仅将视线停留在通过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来实现现代农业。而舒尔茨针对人力资本进行了补充，并强调了在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这两种主要的现代农业要素的重要性。其中，技术由农业外部供给，而人力资本则通过培训以及教育等方式积累，例如学校教育、对农民进行短期培训等，学校教育则是最常见的一种人力资本投入方式。综上所述，舒尔茨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使之与物质水平以及先进技术相适应。随后，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Ruttan，1985）也对人力资本投入的重要性进行了肯定。此外，对于舒尔茨提到的现代农业要素中的先进技术，速水佑次郎和弗农·拉坦在其诱致技术变迁模型中也进行了补充。他们认为农业资源禀赋是农业发展的基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初始资源过于贫瘠，成为农业发展的桎梏，则可以通过技术的变革突破资源禀赋不足带来的约束。土地丰富、劳动力稀缺的国家应该进行技术变革，走资本密集型道路，而土地稀缺、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则应该充分利用生物化学技术，走劳动密集型道路。

最后，从生产结构的角度研究农业发展的问题。钱纳里（Chenery，1975，1979）提出了结构转变理论，论述了产业结构转变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因为工业部门的扩张体现了产业结构的转变，而产业结构的转变又是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所以钱纳里认为，工业化才是农业发展的持久驱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对农业现代化的问题给予了很高的重视，认为我国的农业改革和发展需要从“两个飞跃”着手，即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经营，从而实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农业。几十年过去了，对于如何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以及如何实现农业的发展，国内许多知名学者都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出发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从城乡二元结构入手，结合刘易斯的理论，对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经济发展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张培刚（1945）对工业化对农业生产和农业劳动的影响进行了论述，从非农产业飞速发展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和农业部门自身技术提高、组织完善对农村劳动力产生的“推力”两个方面出发，论证了工业化进程中工农相互合作的重要性。曹阳（1997）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制度性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揭示了1949年到1979年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人数过少的原因。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大多数学者则对人力资本进行了研究，周建华和万希（2004）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角度论述了人力资本对我国农业发展以及对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作用。郭剑雄（2009，2012）认为在其他条件都既定的前提下，农业人力资本的转移会随着“商业化点”和“短缺点”重合距离的拉长而变难，需要出台相关农业发展政策来加快农业人力资本的积累。其在后续的研究中发现，人力资本在转移的过程中有选择性的倾向，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存量的优质劳动力会优先得到转移。

在农业产业结构方面，李炳坤（2000）认为我国正处于农业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大力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且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需要毅力。熊德平（2002）从调整产业结构是为了使消费和产业两大结构相适应出发，对我国农业产业结构目前所面临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基于现状，给出了依靠营销带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等对策。在最近的研究中，更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于通过数学工具对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进行定量分析，客观地对目前的状况进行描述。例如马远、龚新蜀（2010）利用VAR模型对新疆的农业进行了计量分析，并得出了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三者相互促进、具有长期均衡关系的结论。李泳（2006）从供需两个角度出发，定性及定量地分析了国外投资对农业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到了外商投资能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促进农产品贸易健康发展的结论。钱陈、史晋川（2007）运用Black和Henderson（1999）的分析框架，从工农两部门的互动机制出发，构建出了自己的城乡两部门增长模型，探讨了城市化对经济结构变动和农业发展的影响，最终对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协调发展进行了肯定。

六、国内外对农业发展阶段的研究

为了对农业发展及其特征有更深入的认识，国内外不少学者对农业的发展阶段进行了研究，并得到了相关结论。

首先，必须一提的是蒂默（Timmer，1988），他的“四阶段论”对农业发展理论作出了极大贡献。他认为不管国家的性质如何，其农业发展都会经历四个阶段——对农业的投入阶段、农业资源流出的阶段、农业与宏观经济整合的阶段、对农业的反哺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是指当一个国家的工农业都较为发达的时候，国家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利用工业的资源对农业进行反哺，从而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美国农业经济学家约翰·梅勒（1966）提出了“资源互补论”，他根据技术的采用程度对农业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划分，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技术停滞阶段、劳动密集型阶段、资本密集型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依赖传统的生产要素进行农业生产；在第二阶段，由于人口的增长，因而更注重提高劳动生产率，走资本节约型的农业发展道路；在第三阶段，由于资本密集，因而资本不再成为限制性因素，资本逐渐代替劳动力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资本密集型技术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逐渐得到提高。

刘易斯、拉尼斯、费景汉的二元经济理论认为农业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中，劳动力无限供给，工业部门大量吸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第二阶段中，隐性失业者向工业部门流动，提供给工业部门的农产品逐步出现短缺，粮食价格上涨，工人工资上涨；第三阶段中，农业生产率逐渐提高，农业剩余能够满足工业的需求，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完成全部转移，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农业的完全商业化，此时，经济的“二元性”完全消失。

托达罗（Todaro，1988）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对城乡预期收入的差距进行了研究，将农业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传统农业阶段、家庭农业阶段和专业化现代农业阶段。他认为第一阶段主要以自给自足为主，种植结构单一，以粮食作物为主，接下来进入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家庭阶段，最终实现专业化农业。

工业反哺农业理论是有我国特色的政策理论，该理论从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工农业之间的关系入手对农业发展过程进行划分，主要划分为以农补工阶段、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和大规模反哺阶段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农业向工业部门无偿贡献自己的资源，帮助工业尽快形成资本积累，实现成长。第二阶段，成熟后的工业开始反哺农业，在此过程中，国家会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工业化程度来制定相应的发展战略以及规划等。最后一个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延伸，在政策目标、手段以及范围上都有着不同于第二阶段的质的变化。马晓河、蓝海涛等（2005）认为我国目前离大规模工业反哺农业还有差距，需要不断地加大对农业部门的投入，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的长期稳定增长机制，而我国现在正处于向大规模反哺阶段过渡的时期，需要循序渐进，使补贴与目前农业的发展进程相适合，与此同时，要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切不可急功近利，过度补贴。蔡昉（2006）认为对于工业反哺农业，最主要的是要将资金反转过来，对于耕地的保护要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与帮助，促进农业生产力提高。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影响中国农业发展变革的关键因素出发，例如土地政策、生产经营方式的变化等，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进程进行了划分，一些学者主要以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转折点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进程进行划分，何君和冯剑（2010）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具体如下。（1）第一阶段（1928—1950年）。通过《井冈山土地法》和《土地改革法》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农民的土地所有制。（2）第二阶段（1950—1956年）。国家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实行国有土地所有制，进一步释放了农业的活力，并建立了互助组以及初级社、高级社，且其规模迅速扩大。（3）第三阶段（1956—1978年）。大量合并高级社，废除人民公社制度。（4）第四阶段（1978—1996年）。1978年是我国农业发展阶段一个重要转折点，该年建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农民积极性高涨，农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5）第五阶段（1997年至今）。工业化以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工业开始了对农业资源的新一轮占有，但从200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开始，国家逐渐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这标志着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开始了。





第二节 关于规划与农业、农村发展关系的研究

一、国内外对规划与农业、农村发展关系的研究

不同的规划在不同的时期所起的作用往往存在差异，对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樊杰（2007）对区域的协调发展与区域规划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区域规划对区域的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规划的含义存在偏差、长远目标不清晰、实施方案多变以及规划体系不完善等原因造成了规划对协调发展的制约，而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提出清晰地勾画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蓝图，极大地促进了区域的协调发展。葛丹东（2009）认为虽然国家在村庄规划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增加投入，但效果不明显，农村发展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其主要原因在于村庄规划体系建设不完备，缺乏完善的理论基础，一味套用城市规划的模式，而没有突出农村自身的发展特色。李孟波（2007）提出农村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也是难点，科学、系统地进行新农村规划至关重要。黄俊舟和赵悠等（2008）认为目前的新农村规划严重脱离了农村的实际经济状况，对城镇规划的模仿对我国农村经济实现规模化有很大的制约作用，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发展。何林林（2009）从城乡统筹的角度出发，对新农村规划中遇到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新农村规划的前提是从空间关系以及发展关系链上进行统筹规划，解决好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王勤荣（2007）关注的是健康新农村建设，旨在通过健康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改善并提高农民的健康水平，更好地促进农村发展。

从公共项目角度出发，帅建祥和郑晶（2013）认为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的道路上应该着眼于长远大局，加大对农村公共财政的支持力度，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综合平衡、城乡协调可持续发展，让公共服务的成果被均等地分给每个人享用。张宗益（2013）从定量的角度，利用1986—2010年的数据得出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挤占效应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阻碍了农村发展的步伐这一结论，并分地区进行了研究，认为对中西部地区的农村的交通基础设施进行公共投资的空间仍然很大。《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是“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报告中对交通基础设施对世界发展的重要影响给出了相关理论依据，并从地区、国家和国际三个层面进行了分析。此外，许多国外学者也对此进行了研究，Abhijit Banerjee、Esther Duflo和Nancy Qian（2012）以中国为样本，基于1986—2003年的相关数据对交通网络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快速增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市场的一体化；（2）促进生产要素流动；（3）有更好的机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4）其他隐形的福利等。Romp（2007）、Straub（2011）认为加大对交通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对于其是否影响城乡收入平等却没有深入研究。Calderon等（2004a，2004b，2010）使用跨国数据证明了交通基础设施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有着积极作用。但是后来有一些学者以中国、印度、孟加拉国等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以中国为例，Fan（2002，2004）得出结论，认为加大对中国西部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可以减小中国的地区差异。而Banerjee等（2012）认为，交通运输网络不仅没有缓解中国城乡收入的不平等，反而起到了恶化的作用（虽然这一作用极其微弱）。

二、国内外对规划思路的研究

农村的发展与规划密切联系，如何理解并开展新农村规划直接关系着农村的发展。在如何制定规划，以及规划应如何进行的问题上，诸多国内外学者进行了研究。何林林（2009）认为新农村规划是城乡统筹性的规划，需要在充分了解农村发展实际需求的基础上进行，并提出了“四个对位”理念的新农村规划。黄俊舟（2008）、葛丹东（2009）认为在建设农村的规划体系的过程中，应该摆脱对城镇化规划体系的效仿，从农村的实际现状出发，构建有农村特色的规划体系。在规划指标体系方面，吕天星和陈瑞彪（1987）进行了研究，认为为了促进农业发展，需要建立合理的规划指标体系，并对建立农村规划指标体系的三个前提进行了论述。还有诸多学者以具体的农村为例，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规划。例如于英华和关丽华（2013）从公众参与的角度对广东省中山市新农村建设进行了规划研究，其中，他们着重强调了对岭南水乡特有的农村景观进行保护的重要性。王红英和张林琦（2012）阐述了湖北省武汉市都市农业的多种发展模式，并得出了基于新农村规划的都市农业是最适合武汉市农村发展特点的模式这一结论。

对于规划应如何有效地实施，张壬午（1993）采用定量的方法，以黑龙江省的SARD【2】
 规划为例，通过建立模型研究了不同的定量规划模型对SARD规划的可操作性以及定量作用。王粟和刘贺（2012）则从规划模式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传统的以物质空间规划为主体的规划方式具有从上到下的顶层设计意识，忽略了农民的主体性，导致从下至上的信息反馈不充分，并以河南省尧山镇下河村和马公店村为例进行研究，提出了上下结合的新农村规划思路，特别强调了政府的协调、引导作用和村民的主体能动性。郭平和洪源（2004）认为“自上而下”（topdown）的供给机制在运行的时候，容易忽略农民的实际需求，所以应当让农民积极参与到供给机制中。张要杰（2005）则指出“自下而上”（bottomup）的机制虽然能够表达农民自身的意愿，但缺乏科学性，需要建立科学的规划体系，采用规范的抽样方法，树立民主的工作作风，动态地反映农民自身的真实需求。除此之外，还应该紧密结合“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机制，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对农民的需求进行表达，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主体选择。在如何对城市规划进行引导的问题上，胡蓉（2006）认为，对于一些有弹性的项目，一定要制定法律条文进行规范，从而避免出现与规划相违背的现象。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区域规划主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机制来推动农业与农村发展，但Banerjee等（2008）认为这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彭超和龙文军（2013）认为我国在区域发展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等各个阶段，都要保证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形成“自下而上”的公共行动，在短期内成为对国家行动的有效补充，在长期内保障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性。我国区域规划的现状是，主要依靠政府“自上而下”地进行推动，尤其在涉农项目中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因为农业项目见效期长且风险大，在一定程度上很难发动金融系统的力量对其进行支持，所以在没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区域发展中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就缺乏具有可持续性的动力。因此我们认为，就我国目前的国情而言，为了激活农业发展的持续动力，保证规划持续、有效地实施，在规划的制定以及执行过程中，紧密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种机制势在必行。





第三节 国内外规划理论研究

一、国外主要规划思想

（1）有机疏散理论。19世纪芬兰建筑师伊利尔妙里宁（Eliel Saarinen）在其著作《城市：它的发展、衰败与未来》中提出城市建设应当是有计划地沿着预定的方向、依据明确的目标逐步演变的缓慢的、长期的过程。他认为在规划中灵活性至关重要，在必要的时候根据条件的变化规划师应当对已有规划做相应修改，同时保持规划的动态性和连续性的统一协调。

（2）系统规划。系统规划要求从整体上把握控制系统，并不断对系统的运行情况进行监督和修正。系统规划的重点是对各种政策的后果进行预估，通过比较选择其中结果较好的一个。这一规划理念的代表人物有麦克洛夫林、查德威克、威尔逊。与传统的城市规划相比，系统规划对城市系统具有更深入、全面的认识，同时能够运用模型等技术手段不断监控系统的运行，及时修正系统偏差。

（3）结构规划。结构规划的重点在于通过制定总体原则、政策、发展战略等总体性、宏观层面的目标，提供一个较为全面、有层次感的总体框架。它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对局部规划不设置具体、死板的要求，而是要求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的发展规划，能够赋予规模小、期限短的项目更大的灵活性。结构规划需要相应政府的批准，而局部规划只需要下级政府自行制定和执行。结构规划注重对结果实现方法、途径的规划，其成果基本表现为文字，并不像传统的规划方法那样表现在详细的图纸之上。特别地，公众参与在结构规划的制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4）程序规划。程序规划没有明显的时间限制，特别注重规划的连续性和循环性，程序规划一般包括目标的建立、问题的提出，以及达到目标的措施的制定等几个部分。一般地，程序规划中对一个目标有多种多样的政策与措施，规划的制定比较灵活。20世纪90年代以后，目标评价被加入程序规划，这提高了程序规划的科学性。而在实践中，程序规划特别强调对目标的定期审查，一般审查周期为4~5年。程序规划因其宏观性和战略性已经成为欧洲各国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的基础和标准。

（5）连续性规划。1973年伯兰奇（Branch）提出了连续性城市规划理论。他发现当时已有的规划理论有许多问题，表现为规划固化、灵活性差，城市规划与其他规划不协调、相分离，城市规划的长、短期联系较差，城市规划对目前的事情不够重视等。因而，已有的城市规划太过理想化。他认为当时已有的城市规划缺乏定量计算，没有采用科学方法，只是单单集中于对物质性东西的规划。在伯兰奇看来，上述这些问题影响了城市规划的作用，而对终极状态的过度重视则是这些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因此，他提出了连续性城市规划的理论。连续性城市规划将总体和具体、战略和技术、长期和短期等问题统一起来，特别重视以下两方面的内容：1）规划内容应该有轻重，而不是对所有的内容都统一规划，面面俱到；2）即使城市规划具有长远的发展目标，但仍应该着重于今后几年内的发展规划。

（6）《马丘比丘宪章》及社会文化论。1977年《马丘比丘宪章》发布，其认为城市中的人群文化、社会模式和政治结构应当成为城市规划的核心内容。城市规划应当具有灵活性和动态性，包含对规划的不断模拟、实践、反馈、重新模拟的过程。此外，市民的参与与大众的意见是设计成功的城市规划的关键。

（7）偶然性规划。偶然性规划思想认为城市建设可能受环境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而与原有设想背离，而使发展建设分期的方法能够在经济和人口发展水平较预期较低的情况下发挥作用。偶然性规划能够暂缓建设的速度，且不影响已经开始或即将完成的建设，从而保证整体规划的完整性。它还要求在规划实施初期及时对规划的执行和发展情况进行监控，从而当规划的实际执行情况与预期出现背离的时候，对规划进行及时的调整和修改。

二、国内主要规划理论研究

国内对于规划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规划的定义和基本内容、我国规划间的协调问题、现行城镇化规划体系、乡村规划问题以及政府的规划职能等方面。

在规划的定义方面，已有文献的观点比较一致。张可云等（2004）指出规划的主体包括政府、企业、社团，以及国际经济组织等。而从规划对象看，政府规划的对象主要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活动，包括社会经济、科技、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的内容，而规划的目标就是使整个社会或国家资源配置最优化，最大化国家和居民的综合利益，不断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此，需要以各具体规划为基础，服从总体目标的指导，对不同内容的规划进行综合统筹、协调，提高规划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黄学贤、吴志红，2010）。

在规划基本内容的安排上，马凯认为我国区域规划的主要内容为“经济中心、城镇体系、产业集聚区、基础设施及限制开发区等落实到具体的地域空间”。毛汉英等（2005）指出新型城镇化时期区域规划应当包括八个方面的内容：对区域发展目标的设定和定位、对产业布局的划分和空间设计、对城镇体系建设的规划、布置基础设施建设空间结构、设定开发利用保护资源的目标、注重环保与生态文明建设、对空间加以管制、合理制定区域政策。沈玉芳（2003）认为，基于市场经济环境，发展的均衡性应该成为区域规划的首要内容，而对发展本身的控制应当列为其次，特别应该强调城镇化“质”与“量”的平衡和协调，不要过分注重产业布局，而应当更加重视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

“三规”是指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主要由发改部门制定，城市总体规划隶属城乡建设管理部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则由国土部门负责编制。已有许多文献发现目前我国“三规”之间“打架”的现象严重，理顺“三规”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我国空间规划协调发展和空间合理开发利用的关键（徐东，2008；秦淑荣，2011）。许多研究认为我国应将“三规”合一，通过建立统一的空间规划体系，明确各部门相应的事权范围，避免规划内容上的交叉和空间上的重叠（黄志刚、荣朝和，2007）。一些学者认为我国涉及规划的部门庞杂，部门间关系复杂，目前“三规”合一的可操作性较差，因此建议采取“三规”合作的形式，改革我国现行的规划体系。如武廷海（2007）认为我国应该统筹国家与省域层面的“三规”，积极推进“三规”之间的合作、协调，而在地方县域层面，则应当将“三规”合并为一个规划体系。由于中国的空间规划权力部门集中与分散相结合、各有侧重的格局难以打破，因而与“三规”合一相比，“三规”合作比较符合实际。此外，由于地方县一级的规划地域空间狭窄，规划涉及的问题相对集中，因而导致“三规”的关系变得密切。从客观上来讲，县级的“三规”合一有助于提高规划实施的效率，降低改革成本，增强规划的可行性。在“三规”整合的基本方法上，目前学者提出了“三规”协调、“三规”融合及“三规”合一等，整合方法莫衷一是（王建聪等，2006；林国鑫、陈旭梅，2006；张莉、陆玉麒，2001）。

由于我国城镇化规划手段相对落后，因此许多学者通过分析对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城镇化规划体系总结经验，对我国的城镇化体系改进提出建议。如刘传明、曾菊新（2005）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因素促使国外的区域规划体系能够充分发挥其规划作用。首先，这些国家的区域规划体系的针对性和地区适用性非常强；其次，这些国家的城镇化规划体系往往配合着相应的空间规划法律推进，如德国有《联邦空间发展法》，英国有《城乡规划法》等，而我国的规划体系却缺乏相应的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的支持。徐东（2008）通过介绍美国、日本和德国的规划体系，剖析了我国现行规划体系的结构和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关于我国规划体制改革的建议。赵民、郝晋伟（2012）结合对英国的结构规划、美国和加拿大的官方规划、新加坡的概念规划、澳大利亚的政策规划的经验分析，认为变革我国总体规划体系首先应该理顺规划体系，明晰各层级规划的地位及相互关系；其次，应更新编制理念，突出总体规划的战略性和政策性；再次，应增强总体规划的可操作性和公众参与性；最后，优化审批机制，按照行政事权边界确定各级政府的审批内容。蔡玉梅、陈明、宋海荣（2014）分析了德国联邦空间规划—公共机构规划—部门规划—地方规划四级规划体系，法国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区国土开发与规划大区计划—省及跨省国土协调纲要和空间规划指令—市镇及跨市镇地方城市规划、市镇地图与城市规划国家规定四级规划体系，荷兰全国空间规划—省域结构规划—城市结构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三级规划体系以及英国的结构规划—地方规划二级规划体系。

此外，近年来乡村规划问题也逐渐成为城镇化规划研究的关注热点。葛丹东、华晨（2010）认为中国现行规划体系是以城镇规划为基础的，对乡村规划的研究起步较晚，基础较为薄弱。张尚武（2013）从乡村发展角度分析了乡村地区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提出了保证乡村地区的活力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和政策取向。他还围绕现行规划体系转型和乡村规划的地位，提出了需要制定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和乡村地区规划整体内容的区域规划，实现规划体系由城镇规划向区城规划、城镇规划和乡村规划的多级体系的转变，并进一步讨论了乡村规划的特殊性和地域性，以及规划研究、规划实践及规划教育等有待拓展的领域。

由于规划是我国政府在城镇化中的重要职能，因此已有部分文献对城镇化中政府职能与规划的关系、规划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有文献认为，中央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制定宏观规划、制定整体宏观政策、推动制度创新与改革。作为规划者，中央政府应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和国家发展战略制定具有前瞻性的城镇化发展规划，合理规划城镇布局，确定城镇建制，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城镇化发展环境，同时强化区域之间的城镇化协调发展，进一步推动城乡产业之间的融合（于志勇，2012）。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制度改革者，中央政府的作用主要表现为利用管理层级调整等宏观手段，通过对户籍、社会保障、土地等制度的深化改革，扫清我国城镇化发展道路上的各种制度障碍，引导各种社会生产要素逐步向城镇化集聚，并运用宏观手段控制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城镇化结构，充分释放城镇化的动力与活力（辜胜阻，2013；胡士杰、朱海琳，2013）。在城镇化进程中乡镇政府的定位问题方面的文献不少，如李菁怡、周建（2012），唐耀华、胡小坤（2005），冯奎（2013），陈亮（2013），唐耀华（2005），傅琼（2003）等，大都认为在城镇化进程中，乡镇规划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县及乡镇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运用科学的手段，在充分发挥基层民主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三、对已有文献的评述

综上所述，近年来对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规划问题的研究已经逐渐成为新型城镇化研究的热点。已有文献集中地研究了我国规划体系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但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1）侧重于宏观层面的理论研究，缺乏翔实的深入分析。已有文献往往采用案例分析方式，概括性地梳理相关地区的城镇化进程，相关规划的编制、执行及审核情况，总结政府在制定规划时存在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但在分析影响因素方面往往比较表面，所得到的结论大同小异，缺乏深入性。很多文献缺乏数据及实地调研资料的支撑，往往与所论及的地区的实际情况不符。（2）已有文献多从国家角度出发研究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制定规划的问题，而从乡镇政府这一推动城镇化发展的最基层的主体出发，具体研究实践中政府如何通过制定规划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找准政府定位的文献比较缺乏。（3）已有研究缺乏系统性，很多文献主要研究某一地区城镇化中政府的规划问题，而缺乏对不同地区的比较。实际上，由于不同地区禀赋存在差异，因而某一特定地区的政府规划路径不一定对其他地区具有借鉴意义，削弱了已有文献的实践价值。因此，本研究将选取我国几个禀赋具有较大差异的地区，对比研究这些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规划的作用、效果、路径及问题，希望为我国政府职能转型、我国规划体系改革以及我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推进提出具有实践操作价值的建议。





第四节 本章小结

规划，规者，有法度也；划者，戈也，分开之意。规划一词由来已久，人们对其概念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后，规划体系的概念也随之出现，诸多学者认为规划体系至关重要，且其在不断改进的过程中，逐渐与社会发展相互适应，实现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学者主要从规划体系的特征、分类，以及不同国家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与演进等方面对其进行研究。其中郝庆（2007），黎婴迎、曹小曙（2007），郑裕盛（2000）等学者结合具体的省（市、区）的情况对目前我国规划体系存在的问题定性地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相关改进意见，这对于本书研究规划引导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意义重大。与之相比，国内外关于农业发展的研究则开展得相对较早，其间涌现出了很多著名学者，提出了很多经典理论，例如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的以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主的农业发展理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速水和拉坦的诱致技术变迁模型，以及钱纳里的结构转变理论等，这些对于如何发展农业，以及如何促进农业产值的增长等问题都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学术界关于规划引导与农业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少之又少，但对于规划引导对农业发展的正效应都给予了肯定，例如樊杰（2007）、葛丹东（2009）、李孟波（2007）等，在论述规划对农业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基础上，对于规划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除此之外，纵观国内外的文献，我们发现关于规划实施效果评价的文献屈指可数，采用定量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更少。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我们发现诸多学者对于规划以及农业发展已经开展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且对于规划引导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定性的研究，这对于我们认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有助于我们接下来开展对规划引导与农业发展关系的研究。但我们发现上述文献仍存在以下不足。

（1）在研究方法方面，运用相关模型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不多，仅定性地进行了研究，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说服力较为不足。

（2）在规划实施方面，更多地侧重于对规划制定机制以及规划实施机制的研究，而对于规划实施效果如何，以及规划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推动力，却很少有学者进行研究。

（3）在研究农业发展方面，更多的学者善于运用经典理论，如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等，从产业结构、分工以及人力资本的流动等角度进行分析，从规划引导角度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

基于此，我们具体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对我国规划工作的决策机制以及规划中的农业发展政策绩效评估进行相关阐述；其次，基于决策机制和绩效评估进行定量研究，在量化规划因素的基础上，采用DEA以及DID模型定量研究规划因素对农业发展的贡献程度，并构建实施效果评估的分析框架，对政策效率进行测度和评价；最后，进行归纳总结，为涉农规划提供相关政策建议，弥补已有文献的不足，为之后的研究提供相关理论参考。

注释


【1】
 法国的建设部在1944年成立,一开始叫(战后)重建与城市规划部,后依次


改为建设规划部,装备部以及装备、住房、交通、旅游与海洋部,最终更名为建设部。


【2】
 SARD即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






第三章 中国规划工作的功能和作用

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以及国内改革转型的不断深化无疑使我国规划工作的难度更大。对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取得规划预想的实施效果，规划工作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规划工作的领导机制和决策机制是怎样的？本章对我国规划工作的发展历程、领导机制以及决策机制进行了回顾，其中涉及规划工作的分工、落实和监督机制。接着，以“十二五”规划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作为典型案例，详细介绍了我国规划的制定流程、步骤。





第一节 政策决策体制和分工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历经多次探索与实践，我国基本确立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由分管领导主持，国家发改委（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多部门共同参与的规划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

一、1978—1998年

（1）这段时期先后有五位在党和政府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分管过计划的编制工作。1978—1980年，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分管计划工作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0—1983年，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分管计划工作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3—1987年，国务委员宋平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7—198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姚依林再度分管规划工作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89—1993年，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分管规划工作并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93—1998年，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分管规划工作，陈锦华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

（2）国务院设置国家计划委员会，承担规划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

二、1998—2003年

1998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改组，成立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部门主要职能也改为国民经济管理。在此期间，时任副总理温家宝主管发展计划工作，曾培炎任主任。

三、2003—2013年

（1）2003—2008年，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分管国家发改委工作。2008—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分管国家发改委工作。2013年至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分管国家发改委工作。

（2）国务院设置国家发改委，承担规划方面的行政管理职能。2003年3月—2008年3月，由马凯担任主任。2008年3月—2013年3月，由张平担任主任，2013年3月至今，由徐绍史担任主任（见表3—1）。

表3—1国家发改委（国家计划委员会）历任分管领导及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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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央规划工作措施落实部门分工

一、分工机制

中央在规划或计划编制的过程中，会依据有关部门的具体职责与职能，将规划中的任务明确地分派给各个部门。其中，需要明确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牵头单位对任务负责，参与单位根据自身单位职能积极配合牵头单位的工作。

二、落实机制

中央规划工作还根据任务的特征将任务分为制度建设任务、项目实施任务等，各任务的完成形式也有所不同。对于制度建设任务，由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进行制度顶层设计，研究提出推进工作的意见和措施；对于项目实施任务，由牵头单位和参与单位制定工作方案，最终监督项目落地。

三、监督机制

国务院负责各单位完成任务的具体情况。首先，任务的牵头单位将具体工作情况报送国务院办公厅；其次，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协调任务完成过程中所涉及的单位；最后，国务院办公厅将各任务完成情况递交国务院。





第三节“十二五”规划制定过程案例分析

一、前瞻研究

早在“十一五”规划的中期，也就是在2008年，中共中央就进行了统一的部署，国务院的相关职能部门就“十二五”规划前期的重大课题研究在全社会进行了公开招标，并委托了国际著名研究机构例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进行相关政策的研究。此外，中共中央与国务院的有关部门还委托了一批国际知名专家学者为我国的“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在此基础上，规划决策部门把握了“十二五”期间国家在各个领域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二、确定主题

“十二五”规划(2010—2015年)是我国为了适应国内外发展新形势，不断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的五年规划，是全面实践科学发展观、发展可持续经济的五年规划。同时，“十二五”规划时期是我国“调结构，转方式”的攻坚时期，也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全面发展的关键阶段。2009年2月，在前期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中央决定十七届五中全会出台关于“十二五”规划的重大建议。从之后党中央几次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相关报道中可以观察到，党和国家在经过深思熟虑后，逐渐为“十二五”规划纲要的编制指明了方向，强调以科学发展作为主题，把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作为主线。

三、调查研究

“十二五”规划于2009年2月正式启动，在这之后国家领导人多次深入基层调研，无论是田间地头、工厂矿山，还是居民社区，他们与干部群众面对面交流，倾听来自第一线的意见，并就农业农村、工商业、社会民生的优势和劣势进行了调查研究，对“十二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可能遇到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判断。其中，2010年7月10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河南孟津县平乐镇张盘村考察工作时强调，国家将在“十二五”时期继续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

四、建议起草

2010年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组，文件起草组将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文件起草工作。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与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同志分别担任文件起草组的组长和副组长。十七届五中全会文件起草组于2010年4月2日正式成立。紧接着，中央向全党征求意见，主题就是为“十二五”规划建言献策。在意见征求过程中，多个调研小组赴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来自基层的第一手资料；与之同步，文件起草组召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听取有关专家的建议。同时，全国政协就“十二五”规划举行专题协商研讨会，组织政协代表对规划建言献策。中央领导十分关注文件起草的最新动态，并对起草文件提出了相关的要求。温家宝同志与李克强同志多次组织研讨专题会，对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讨。文件起草组报送的每一稿，领导都认真审阅，并提出重要指示，足见中共中央对起草工作的高度重视。

五、全国征求意见

2010年7月，规划建议下发至各省（市、区）征求意见。2010年8月，规划建议在各单位、十七大代表以及党内同志中征求意见，最终收集了2 200多条修改建议。2010年9月初，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听取了社会各界专家与学者对规划建议的修改意见。根据这些意见，文件起草组对规划进行了反复修改，相关修改多达360余处。

六、审议出台建议

2010年6月，中共中央初次审议了“十二五”规划的建议。2010年7月，中共中央再次对规划建议进行了审议。2010年9月初，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对地方和专家反馈的相关意见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半个月后，文件起草组根据政治局会议所讨论出的意见对规划建议进行了修改，随后递交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并由温家宝总理向全会做了说明。2010年10月17日，总书记听取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中各组对规划建议的讨论情况，并给予了重要指示。最终，十七届五中全会于2010年10月18日通过了规划建议。

七、征求意见并起草规划纲要

从2010年11月份开始，国家发改委在全国范围内征求意见，社会各阶层积极响应。据统计，各方面对“十二五”规划的建议超过六万条。同时，国家发改委组织专家学者对“十二五”规划的编制进行了咨询论证，找出了其中的问题与不足。为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及合理性，国家发改委组织力量分赴各地进行实地调查论证，同时根据规划建议起草规划纲要。

八、全国人大审议

按照“十二五”规划的编制流程（见图3—1），规划纲要草案最终应送交全国人大。2011年1月24日，“十二五”规划纲要草案首先提交到全国人大财经委，由其负责专门的审查工作，这是审查的第一步。审查通过后，再交送全国人大。2011年3月6日和7日，参会的各代表团对规划纲要草案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和研讨，并提出了修改意见。随后，有关部门根据代表反馈的意见，对规划纲要草案进行了修改。最终，2011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全体人大代表对规划纲要进行投票表决，最终以高票通过，“十二五”规划正式予以批准。

图3—1“十二五”规划编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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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编制过程案例分析

一、 确定主题

国务院对农业工作和农业发展规划的编制非常重视，很早就协调各部门一道启动了规划的编制工作。“十二五”规划对我国农业发展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农业发展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能否解决好14亿国民的吃饭问题以及能否满足14亿国民的其他生活需求。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工业技术实力实现重大突破。然而农业的现代化发展却明显滞后，农业发展仍面临着资源、环境等方面难以突破的瓶颈。21世纪以来，农业生产依旧面临诸多困难，例如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农民收入普遍较低，耕种细碎化严重，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劳动力不断流出农业领域等。因此，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指出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保障农民收入、切实提高我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深入落实“十二五”规划指导原则，应将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促进“三化同步”确定为农业发展规划的主题。

二、深入调研

在现代农业规划编制的过程中，党中央、国务院给予了高度重视，统一协调、指导农业部、国家发改委等八个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部门的编制工作。按照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的指导精神和下发的具体安排，在韩长赋部长的亲自主持下，成立了五个调研小组深入基层，针对多年来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生产、流通、技术推广等各个环节的根本性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和研究，提出了大量有参考价值的思路和建议；同时，农业部也积极发挥高校、科研单位等社会各界的力量，针对农业发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有针对性地部署了25个委托课题，效果非常显著，并产生了很多理论价值高、应用性强的成果，为规划的起草和编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后续的工作总结大会上，韩长赋部长也多次强调了规划工作的重要性，并对相关的重大问题做了指示和安排。

三、文件起草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统一部署下，农业部专门成立了起草小组作为规划编制的主干力量，各部委步调一致、积极配合，对农业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给予了肯定和认可，并对当下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梳理，通过反复论证明确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大方向和目标，并就其中几个核心、关键的领域做了重点研究和详细部署。起草工作于2010年5月份正式启动后，在前期调研已取得丰富成果的基础上仍处处本着尊重事实、精益求精的原则召开了多次专家座谈会，不放过每一个环节，不漏掉每一个细节，就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等重点问题向社会各界的专家征求意见。在“顶层设计、上下联动”的指导理念下，起草小组在规划初步成形后进行了多次的修改和论证，力求做到万无一失。在 “十二五”发展的关键时期，为抓住历史机遇，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发展的宏伟目标，起草小组终于在2011年8月底完成了代拟稿，并将稿件送至国家有关部门，交由中央领导人审阅。

四、意见采纳

国务院对提交的代拟稿进行了认真的审阅和校对，并针对当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多次探讨和论证，很快便给予了答复和修改意见，于2011年9月份要求农业部补充征求参与的八个部委的意见，进行最后的完善。农业部在编制过程中组织的大量调研和专家研讨工作所提供的大量成果和研究报告对问题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和相关部委协商探讨后，农业部起草小组调集精干力量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于2011年10月中旬将完善后的稿件以及相关附件和辅助材料一并上交国务院办公厅。

五、审批通过

国务院对规划的编制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于2012年1月16日，正式审批并以国发〔2012〕4号文件印发了《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年）》。该规划包括了农业现代化发展自上而下的各个部分，对顶层设计如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具体举措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和要求。该规划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务院第一次单独组织发布农业领域的现代化规划。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关系到我国粮食的战略安全和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在国内外环境复杂的情况下我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党中央、国务院对国家粮食安全和农业现代化发展高度重视。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技术、资金方面的支持，有助于农业由传统的耕作模式向现代化转型。因此，以农业部为主的各部委步调一致、相互配合、各负其责，深入落实“十二五”纲要指导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在顶层设计上高瞻远瞩，起到了指导性、纲领性的作用，为农业未来的全面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农业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编制流程见图3—2。

图3—2农业现代化发展规划编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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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不同类型的农业规划与功能引导

一、农业五年规划

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的内容是对全国或某地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行统筹安排和调控指导，它作为全国或者某地区发展的总纲领，具有极强的战略性和指导性。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一般分为国家、省（区、市）、市县三级，一般为五年规划周期，远期发展目标是发展规划主要的关注点，发展规划注重总量指标的制定，着重于控制国民经济发展的生产总值、全社会投资总量、经济增长速度、企业效益、产业结构等方面的指标，特别注重对产业以及社会的发展目标的制定，而对发展规划的目标和实施手段却不要求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指标和手段一般不落地。在2003年我国正式将“十一五”计划转变为“十一五”规划之前，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五年规划是以五年计划的形式出现的。“十一五”后，我国的发展计划向发展规划转变，代表着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职能从微观管理转变为宏观调控，从精细化管理、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战略指导性调控管理转变，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在指导资源配置时的基础作用，使得我国政府能够从琐碎的、精细的微观问题中跳出来集中精力为社会公众提供急需的公共服务，对市场失灵部分进行及时调控，防止政府的“越位”和“缺位”。国家加强、改善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制定五年规划来履行自身在调节经济发展、监管市场、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责。科学合理地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对科学合理、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具有积极作用，能够引导市场充分发挥其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我国的五年规划的管理体系分为三级三类。其中，若按行政层级划分，则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可以分为国家、省（区、市）、市县三级规划；而若按内容侧重点划分，则国家五年规划可以分为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国家总体规划和省（区、市）级总体规划、市县级总体规划分别由同级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并由同级人民政府的发展和改革部门会同有关部门负责起草；专项规划由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编制；跨省（区、市）的区域规划由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组织国务院有关部门和所涉区域内省（区、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编制。在内容方面，国家级专项规划原则上限于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大局、需要国务院审批和核准的重大项目以及安排国家投资数额较大的领域；国家对以有较强辐射能力和带动作用的特大城市为依托的城市群地区、国家总体规划确定的重点开发或保护区域等，编制跨省（区、市）的区域规划。

在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的关系与角色定位方面，总体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纲领性、综合性规划，是编制本级和下级专项规划、区域规划以及制定有关政策和年度计划的依据，其他规划要满足总体规划的要求。专项规划是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定领域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总体规划在特定领域的细化，也是政府指导该领域发展以及审批、核准重大项目，安排政府投资和财政支出预算，制定特定领域相关政策的依据。区域规划是以跨行政区的特定区域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对象编制的规划，是总体规划在特定区域的细化和落实。跨省（区、市）的区域规划是编制区域内省（区、市）级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的依据。国家总体规划、省（区、市）级总体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规划期一般为五年，可以展望到十年以上。市县级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的规划期可根据需要确定。

五年规划（计划）虽然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对我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五年规划（计划）属于发展型规划，其中有很多关于农业与农村发展规划的内容。

二、农业空间规划

空间规划就是相关部门按照国家发展规划的总要求和方向制定的有关国家土地空间合理布局和合理开发利用的战略性规划或政策。空间规划一般具有明确的空间范围，指对空间内的资源的合理利用、产业布局、环境综合开发保护等内容进行规划，其目的主要是对空间开发格局进行优化，规范空间开发秩序，对空间的利用率进行提升，对空间实行合理管制。我国空间规划在近年来经过反复探索实践，类型不断丰富，已经初步形成了包括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规划、城乡规划、国土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在内的多层次、综合协调、较为完备的规划体系，这有助于我国各层级政府在城镇化中推进相关政策的落实。

近年来，我国对空间规划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这主要出于以下几个原因：（1）在我国发展历程中，空间开发战略始终是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国土开发以及生产力布局的规划对提升我国国力有巨大的作用，有利于拓展国民经济的发展空间、提高国民经济的组织效率；（2）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成为大势所趋，地区结构优化有利于发挥不同区域的比较优势，能够从更大空间范围内解决产业重复建设、区际恶性竞争、大城市病严重、地区差距扩大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推进发展方式转变的一条有效途径；（3）随着资源环境约束不断突出，我国人地矛盾日益紧张，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切实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促进对国土用途的科学管理成为必然要求；（4）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我国政府职能急需转型，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与政策将成为政府转变职能、履行职责的重要手段，地位明显提升。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要“根据土地、水资源、大气环流特征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在《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的城镇化地区，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分工协作、以大带小的原则，发展集聚效率高、辐射作用大、城镇体系优、功能互补强的城市群，使之成为支撑全国经济增长、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合作的重要平台。构建以陆桥通道、沿长江通道为两条横轴，以沿海、京哈京广、包昆通道为三条纵轴，以轴线上城市群和节点城市为依托、其他城镇化地区为重要组成部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两横三纵’城镇化战略格局”。

（一）我国空间规划发展演进过程

在各类空间规划中，城市规划最早起步。“一五”时期，国家发展计划共设计了156个重点工业项目，城市规划编制工作也在十几个城市中逐步展开。1990年出台的《城市规划法》确立了城市规划的法律地位，2008年《城乡规划法》颁布实施，对拓展城乡规划的作用起到了极大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在国外国土资源开发工作推进的整体背景下，我国国土整治工作全面展开。1990年，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有关部门编制了《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草案）》，由于多种原因，该规划纲要草案未获国务院正式批复，但其提出的南水北调、三北防护林等涉及国土开发的重大工程仍被付诸实践。近年来，新一轮以全国为对象的国土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已经由国土资源部、国家发改委启动。1987年，《土地管理法》的正式落实执行促使我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快速发展，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以及资源的合理化管理起到了积极作用。1990年以来，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落实更加深入，中央政府陆续批复了许多区域规划，促进重点地区的快速开发开放，使这些区域自主发展的活力充分迸发，并且为区域间的协调发展提供了新的指导。“十一五”以来，国家积极推进主体功能区规划，有效地规范了对空间的开发行为，许多主体功能区规划在成熟后被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或地方区域发展的基本制度。为进一步有效利用空间规划引导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首先对我国空间规划的分类和内容进行了解。

（二）我国空间规划的分类

空间规划可以依据规划的主体功能和特色的不同分为四类：一是对全国空间格局的宏观性、整体性的规划，着重于划分国土空间功能区域、制定总体框架和明确开发方向的战略性的规划，例如《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等；二是以培育区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着重于突出地区特色和提升整体竞争力的促进性的规划，例如某些区域规划等；三是着眼于对战略资源的优化配置，侧重于对资源的开发保护的某一类专业的、单项的规划，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环保规划等；四是比较精细化的，带有较强控制性的，着重于对区域人口、城镇布局进行优化的管制型规划，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

（三）主体功能区规划

主体功能区划是对区域内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资源的开发密集度和潜力进行综合评价，对某地区人口、经济、土地和城镇的格局进行综合规划统筹，根据区域空间的具体情况将国土空间划分为四大类——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的过程。国家主体功能区划是针对全部国土资源的，具有时间期限和较强的约束性。基于主体功能区划，国家相关部门设计了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明确主体功能区的数量、位置和范围，明晰各类主体功能区的发展要求，并对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区域政策进行评价，进而根据评价结果修订主体功能区的相关规划，为主体功能区的发展提供规划上的引导和保障，促进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主体功能区规划应该明确目标年限和规划的空间范围。从层次上看，主体功能区规划主要由国家和省级两级构成。目前我国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规划期限直至2020年，并根据中期评估结果不断进行调整，下级政府根据国家总体规划的要求编制自身的主体功能区规划。

主体功能区一共有重点开发区域、优化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以及限制开发区域这四种。不同的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分工不同，发展模式、思路和战略也各异，通过主体功能区规划可以缓解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从而对资源空间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重点开发区域的环境资源承载能力一般比较强，适合人口的大量集聚和经济的快速、大规模发展。一般此区域的规划主要以改善创业投资环境、夯实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经济集聚效果为主，积极引导产业的集群发展，加速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而禁止或限制开发区域的人口可以适当向此区域转移，此区域也可以承接相应产业的转移。因此，此区域的定位就是人口、经济集聚的重要载体。优化开发区域一般代表那些虽然拥有很大的国土开发密度，但环境资源的承载力已经开始下降的那些区域。这些区域的发展主要以减小物资消耗、提高土地利用率为主，将效益和质量作为区域发展的首要条件，促进不同产业的分工协作和良性竞争，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禁止开发区域一般属于自然保护区。这些区域要求避免人为的干扰因素。限制开发区域是指某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很小，同时其发展会对更大范围的生态或国家安全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对这些区域应该在保证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前提下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产业，改善环境及生态，引导超载人口合理有序转移，建立国家重要生态保护区。

三、农业区域规划

区域规划实际上是以某一区域为对象，对该区域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进行统筹的规划。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目标、方向和结构进行合理设定，对生产力进行科学布局，对工业、农业和城镇居民点进行合理配置，使区域间各部门之间的资源配置相互协调，实现最佳的区域经济效益、社会福利和生态环境。区域规划的期限一般应当超过20年。区域规划一般是战略性的、综合性的，而且具有地域性。战略性是指区域规划要对规划地区经济建设的战略布局做出重要决策。规划时要从规划区域与其他区域乃至全国的关系的角度，研究、拟订规划区域的发展方向、发展指标。综合性要求区域规划对区域内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内容统筹兼顾。地域性是指区域规划不仅要明确特定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方向，而且要突出地区自身的特点，避免千篇一律的发展模式。之所以强调地域性，是因为自然资源、社会经济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条件具有地域差异。

区域规划的主要内容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对工业和城镇进行合理科学的布局，此外还包括对土地的利用、结构布局等方面的规划设计。总体上，区域规划的内容有对地区发展方向的预测以及综合评价，对区域经济制定合理的发展目标，规划主要资源的开发规模以及合理化产业结构，优化工业与企业的布局组合；而在农业与土地利用方面，区域规划则着重于发展城乡居民点体系和规划城镇布局。

（一）我国区域规划的体系

我国的区域规划工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后期，目的是加强新工业区和新工业城市建设。之后，以工业和城市为中心的区域规划逐步扩大为经济区域范围的多部门经济所组成的生产地域综合体规划。其中，有以经济特征划分的经济区域规划，如上海经济区规划，黄、淮、海农业区规划；也有按行政区进行的区域规划，如省（市）、区和县级综合发展规划。此外，还有以矿产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和工业、城镇布局为中心的区域规划，以水利资源综合开发利用为中心的流域规划，各种不同等级和类型的农业区划和风景旅游地区的区域规划等。

以空间布局为视角，目前可以将我国的发展区域划分为长三角区域、珠三角区域、成渝区域等。区域规划中包含着不同的层次，有跨省的区域规划，例如对珠三角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规划，还包括跨地级市的，而不少区域规划既跨省也跨地级市，如《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不光涉及多个省份，而且还包括上海、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无锡、常州、泰州等16个城市，要求对两省一市的发展进行统筹，并进一步将区域发展的效果辐射至泛长三角地区。

（二）我国区域规划的分类

大体上，依据是否跨行政区，我国的区域规划可以划分为两类。跨行政区的区域规划一般针对那些不属于某一单一的行政区管辖、空间资源不容易被合理开发、重复建设率较高、生态环境面临破坏的区域，区域规划能够帮助这些区域进行统一的资源环境优化配置。特别地，跨行政区规划已经成为区域规划中最被迫切需要的一类规划。而对省内跨县（市）地区而言，例如苏锡常地区、长株潭地区、河南中原城市群等，由于这些区域基本属于同一省的管辖范围，并没有跨省，因此相对较好规划。还有一种常见的跨县区域规划类型，这种规划类型与传统的“市带县”相似，主要以比较完整的“城市—区域”单元形式呈现，其中心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不是单一的，类似于国外典型的大都市区，作为区域规划的一类，也是十分重要的。一般地，上一层次的行政部门负责跨行政区的区域规划的组织编制与落实。而跨省区域规划因其涉及的区域范围较广，主要由国务院等部门牵头制定，各省、地区相关部门辅助编制自身的相关规划。省级政府主要负责牵头组织跨县区域规划。

不跨行政区的区域规划就是与行政区划相吻合的空间规划。省域规划在实际的国家对区域发展的宏观调控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省域规划就是对一个省（市、区）内部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相关方面发展的总体性规划，省级政府负责制定相关的省域规划，且相关规划需要经过国务院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审批。县域规划，顾名思义就是针对县范围的区域规划。我国目前有2 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县级行政区作为我国最基本的行政单元，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也对推动我国区域的城乡协调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我国今后应当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而县域规划作为对县级政府职能的直接引导，对我国从县级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具有难以忽视的实践和理论意义。目前县域规划的编制和修订主要由县政府负责。

（三）我国区域规划的现状

近几年来我国的区域规划逐渐受到重视，许多区域规划相继出台并得到中央的肯定，光是国务院或者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区域规划就多达六十多个，涉及东部地区、环渤海地区、京津冀地区、海西地区、珠三角地区、西部地区以及中部地区，范围十分广泛，各具特色，为不同地区多样化发展、因地制宜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四、农业规划引导面临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坚持把加强政府农业管理改革、推进农业市场化作为破除计划经济束缚、促进生产要素流动的重要手段，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实践探索，这一过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78—1984年的起步阶段，我们通过推行家庭承包经营打破了人民公社体制，使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多种责任制形式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成为我国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调动了农户生产积极性，极大释放了农业生产力；第二个阶段是1985—1991年的探索阶段，通过取消统派购制度，实行农产品购销价格“双轨制”，逐步放开了农产品流通和价格，把市场机制重新引入农业领域当中；第三个阶段是1992—2002年的市场化确立阶段，通过全面取消统购统销制度，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建立了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农产品市场体系，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基本实现了由全面管制到以调控为主的转变；第四个阶段是2002年至今的全面深化阶段，通过进一步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推动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全面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和价格，并逐步确立了政府干预市场的现代机制。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政府农业管理改革不断深化，农业市场化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一是广大农户等生产经营者的市场主体地位基本确立。改革开放以前，农业生产和流通完全依据政府指令进行，对土地等农业资源的管理、使用以及产品的处置和收益分配等都完全由集体控制。改革开放后，通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鼓励发展多种经营、放开农产品购销、加快构建新型经营体系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广大农户逐步成为经营自主、颇具活力的市场经济主体，农民“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基本在价格引导下进行。当前，农业生产经营的主力军正由传统小农向家庭农场、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主体加速转变。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农业龙头企业超过12万家，家庭农场为87.7万家，农民合作社超过128万家，经营面积在50亩以上的专业大户超过300万户。二是农业生产要素基本实现市场配置。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城乡分治的政策，农业劳动力被严格束缚在土地上，城乡之间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双向流动被人为阻隔。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各种壁垒逐步消除，农业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基本实现了市场配置。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农村承包耕地流转面积占总承包地的比重达到29%。近年来，我国每年新增外出务工人员1 000万人以上，截至2014年年底，农民工总量达2.74亿人。三是农产品市场定价机制基本确立。随着农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政府对农产品价格的干预基本取消，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逐步完善，价格基本由供求关系决定。目前，农副产品收购总额中市场调节价的比重达到了98%以上。经过多年的发展，由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区域性市场、期货市场等构成的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日趋成熟，各类经纪人、批发商、零售商、代理商大量涌现，农产品“全国买、全国卖，全球买、全球卖”的格局基本形成，农产品市场交易异常活跃。四是农产品市场秩序逐步规范。市场交易规则不断完善，改革开放以来，农业领域共制定现行有效法律15部、行政法规28部、农业部规章159部，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核心，以相关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主干的农业法律法规体系。农产品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农产品市场准入、监测及监督等制度基本建立，初步形成了集监管、维权、服务、执法于一体的农产品市场综合监管体系。目前，全国已有86%的地市、71%的县市建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已有30个省、272个地市、2 322个县开展了农业综合执法，县级覆盖率达99%。五是农业市场调控能力不断增强。在补贴政策上，取消了农业税，实施了“四补贴”，2014年，农业“四补贴”达到1 700亿元以上；在价格政策上，实施了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玉米、食糖、油菜籽临时收储和生猪价格调控预案政策等，还启动了棉花、大豆目标价格试点；在投资政策上，不断加大对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科技创新能力、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支持力度，近几年，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农业农村的比重已超过50%；在金融政策上，农业金融保险服务体系已粗具规模。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金融服务“三农”发展的若干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实现农村金融与“三农”共赢发展描绘了具体实施的路线图。截至2014年第三季度末，全国金融机构涉农贷款余额达22.9万亿元，同比增长13.7%。农业保险承保农作物面积突破11亿亩，占全国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的42%。

我国农业管理改革中的显著成效正是我们在市场化的导向下，通过不断简政放权，不断建立与完善市场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不断“强市场、弱计划、增服务、减干预”，不断调整优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取得的，这也是我们在今后的改革中应坚持的方向。

（一）解决部分领域的政府管理缺位问题是矫正市场失灵的

迫切需要

当前，我国政府农业管理在部分领域缺位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一是农业投入水平仍然较低，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础设施、科技、信息、金融保险等是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支撑。各国政府为了在国际农业竞争中抢占制高点，都在加大农业公共产品供给和强化公共服务能力建设。例如，美国在其2014年的农业法案中，突出了农业保险的作用，五年中安排了近四百亿美元的作物保险预算，并对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进行了拓展。欧盟在其2013年的共同农业政策改革中，更加重视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农业科技创新和转化、农业产业链培育等。从目前我国的情况看，农业领域先进要素支撑能力不强，主要是由于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农业研发投入比重过低、信息化基础设施薄弱、金融保险体系不健全等成为制约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政府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0.5%，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3。全国性、综合性信息服务平台建设滞后，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梗阻问题突出。全国仍有7%左右的乡镇没有金融机构网点，2014年前三季度全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中，农户贷款仅占6.6%；农业保险保障水平低，农业保险平均保额与物化成本相差35%。

1．农业法律法规标准及市场规则散、乱、杂、缺，部分领域监管缺位，目前，我国农业市场化规则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仍然存在法律法规协同性较差、准入制度和信用奖惩制度不健全、监管乏力等问题

在协同性方面，农业法律法规的起草和实施过于分散，分布在农业、发改、财政、林业、水利、科技、国土、环保、商务等不同部门，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各自为政，衔接不畅。在多头管理的背景下，建立全国统一、权威高效的法律法规体系无从谈起。例如在猪肉的生产流通过程中，关于兽药的法规和标准由食品药品监督工商管理等部门负责，关于饲料生产、添加剂的法规和标准由农业部门负责，生猪养殖环节由农业、检验检疫等部门负责，猪肉销售及卫生监督由商业部门、质检部门和卫生部门共同负责。在准入和信用奖惩制度方面，由于我国还没有形成健全的生产者、产地环境、投入品等环节相配合的农业市场准入制度体系，因而生产者龙蛇混杂，产品良莠不齐，投入品鱼目混珠。信用体系不健全、奖惩激励不恰当导致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拖欠赖账等行为泛滥，严重破坏了市场规则，威胁到了营商环境的法治化，不利于形成公开、公正、透明的现代农业市场体系。在监管方面，大多数基层监管部门力量薄弱，手段单一。如在质检体系建设中，由于掌握高精尖检测技术的人才短缺，一些先进检测仪器配备到位后无人会用，监管缺乏持续性和系统性，质量安全事件发生的源头仍然没有卡住。

2．农业资源定价机制、利益补偿机制和奖惩机制不健全，不能全面反映经济社会生态价值

农业是具有多功能性的产业，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对农业资源的价值评估不能简单地算经济账，而要算生态环境账、社会稳定账。现实中，在资源使用上，一些地方只看到了农业生产的经济价值，忽略了生态和社会价值，加之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关系未能完全建立，导致了农业资源和生态空间被过多占用，农业生产要素“非农化”现象严重。目前，全国每年有600万亩耕地转为非农建设用地。如果观察改革开放以来东南沿海地区工业发展与农地占用的情况，那么可以发现，工业产值每增加1万亿元，粮食播种面积就减少约1 300万亩。在资源保护上，由于补偿标准低、覆盖面窄，难以调动各方面保护资源环境的积极性，因而资源破坏浪费现象严重。目前我国90%的天然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沙化退化，北方草原平均超载率超过36%，草原覆盖率仅为53.8%；水土流失面积为295万平方公里，年均土壤侵蚀量达45亿吨；全国沙化土地面积为173万平方公里，石漠化面积为12万平方公里；近十年湿地面积减少了3.4万平方公里，湖泊水面面积减少了1.9万平方公里。同时，由于奖惩机制不健全，一些不法企业偷排、超排现象严重，部分地区农业生产过量施肥施药，加剧了生态环境的破坏。据监测，我国部分地区耕地、林地、草地土壤污染点位超标率分别达到了19.4%、10.0%、10.4%。镉、砷等不断向农产品产地的环境渗透，农产品重金属超标等问题时有发生。

如果政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缺位问题，那么就会造成严重的负外部性，损害市场主体的合理合法权益。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政府管理改革，及时补位，有效调节市场主体行为，弥补市场缺陷。

（二）解决部分领域的政府管理越位问题是最大限度减小市场

扭曲的迫切需要

当前，我国政府农业宏观管理在部分领域越位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扭曲了农业资源配置。

1.托市收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对农产品价格形成干预，抑制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

近年来我国实施的一系列价格调控政策为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农产品市场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扭曲了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农民对托市收购的依赖性日益提高，适应市场的主观能动性降低。比如部分地方的农民不愿意种植优质品种，因为无论质量好坏都是托市价；企业入市收购的积极性受到打击，很多企业更愿意替粮食收储部门代收代储代烘干，因为拿点仓储补贴比干实业强得多；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国内外价格的倒挂严重，我国成为国际农产品价格“高地”，在进口压力激增的同时收储库容“爆仓”，据估计，2013—2014年度东北地区收储政策性粮食有1 200多亿斤，但可利用的有效仓容为800亿斤左右，缺口明显。同时财政不堪重负，如果将收储入库的大宗农产品销售出去，那么还会进一步造成收储体系亏损。如果把托市收储等计入黄箱政策，那么我国的玉米、棉花和油菜都已突破WTO规定的8.5%的上线。

2.个别地区“下指标、定任务、垒大户”，过度干预土地流转

适度规模经营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政府应积极引导，做好服务，用市场的办法实现自愿流转。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一些地方政府往往忽视土地流转的渐进性、长期性、艰巨性，不顾农民意愿，使用行政命令强行推动土地流转，甚至搞“挂一接二连三”（挂着发展农业的牌子搞第二、三产业），这不仅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而且加剧了土地的“非粮化”“非农化”。湖南某县在政府的推动下出现了17个万亩粮王，但由于规模过大，“打肿脸充胖子”，三分之一都破了产，甚至导致土地撂了荒。

3.个别领域行政审批程序复杂烦琐，阻碍了市场主体的正常发育

目前，农业管理的某些领域仍存在审批事项过多、范围过大、环节过杂、时间过长等问题。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经常遭遇“弹簧门”“玻璃门”，无法对市场信号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例如，目前种子企业需要办理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为3年，经营许可证有效期为5年，企业每隔2~3年就要换一次许可证，而且，换证需要经县、市、省层层审核，程序复杂，耗时较长。尤其是有些企业的除“两杂”（杂交水稻、杂交玉米）以外的主要农作物在一个地区有几个生产基地，必须办理多个生产许可证，给企业带来了沉重负担。

如果政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越位问题，那么就会影响市场机制的发挥，降低市场运行效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政府管理改革，及时归位，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农业资源配置的干预，防止政府失灵。

（三）解决部分领域的政府管理错位问题是提高政府调控的

精准性和市场运行的有效性的迫切需要

当前，我国政府农业宏观管理在部分领域错位的现象依然比较突出，导致调控“脱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

1.部分调控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导致效果与目标相去甚远

在农产品市场调控领域，有时不能充分统筹考虑产品间、产业间、产业链各环节间、利益主体间复杂的连锁反应，“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使政策调节效果背离预期目标。例如，近年来，经常出现“一头猪拱起CPI”的现象，每当发生猪肉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时，政府就启动能繁母猪等补贴政策，却忽视了养殖户已经在高价刺激下大量补栏，这就人为地放大了价格的刺激效应，为下一个“猪周期”埋下了伏笔，导致猪肉供给超量，猪肉价格超跌，猪价波动幅度加大，波动频率提高。

2.部分农业补贴政策指向性和精准性不足，补贴对象、功能、操作方式严重错位

在补贴对象上，种粮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等没有考虑目前土地流转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发展趋势，单纯按照承包地面积向承包人发放补贴，导致很多实际种粮的农民没有拿到补贴，尤其是种粮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极少从补贴政策中直接获益。在补贴功能上，部分补贴指向不够明确，目前的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以及部分良种补贴已经变成收入补贴，农民获得补贴后可能直接用于家庭消费，而不是投入农业生产，这就造成补贴不能发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作用。有学者通过对六省一千多个农户的实证研究发现，粮食直补和农资综合补贴对粮食生产的作用为零。在补贴的操作方式上，在发放部分补贴的过程当中，政府对农业生产经营基础数据掌握得不详细、测算得不准确，对“补给谁、补多少、怎么补”不清晰，补贴方法要么过于简单，要么就不具有可操作性，缺乏有效监督，不仅会降低补贴政策的效能，而且容易出现权力寻租、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

3.部分政策缺乏综合性和平衡性，实施中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

目前，部分农业政策设计紧紧围绕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两大目标，而对生态资源保护考虑不足。例如，国家对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实施补贴政策，对部分重要农资销售实行市场限价或出厂补贴，这在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的同时，刺激了对化学品的大量使用，加剧了水土污染等环境问题，增大了食品安全风险。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我国化肥当季利用率仅为30%左右，低于发达国家20个百分点以上；农药利用率仅为33%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20~30个百分点。

4.农业管理政出多门，职责错位造成政策执行效率低

农业生产、农业投资、农产品流通、农产品进出口、农业科技研发、农业资源环境和农用生产资料管理政出多门，造成农业管理“九龙治水”的局面，并且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之间没有合理有效的协调机制，无法形成合力，因此政策制定、执行和协调成本居高不下，工作效率不高。例如，在农业投资管理中，中央支农资金分属财政、水利、农业、商务、科技、国土资源等二十多个部门，财政支农款项达一百多种，这就造成支农资金的分配、使用和管理紊乱，农业投资项目零敲碎打、交叉重复等问题极为突出。再如，由于农产品托市政策涉及财政、农业、商务、粮食、民政等部门，加之受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寻租活动的影响，托市政策中的“跑、冒、滴、漏”现象难以避免，政策实施过程中生效时滞长，管理成本高，托市政策的效率大打折扣。

如果政府不能有效解决这些错位问题，那么就会影响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难以实现调控目标。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政府管理改革，及时正位，强化政策顶层设计和分层对接，科学把握实施政策的时机和力度。

(四)深化政府农业管理改革必须把握农业特殊性，厘清政府

与市场的边界

新形势下深化政府农业管理改革，必须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世界农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我国基本国情农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农业发展的特殊阶段和特殊外部环境，紧紧围绕政府职能的补位、归位、正位，明确重点领域，该放的放彻底，该管的管到位，该硬的硬起来，使政府真正成为为农业发展保驾护航的“守夜人”，推动形成诚信公正、有序高效的农业市场体系。

五、农业规划的发展方向

考虑到 “十三五”期间中国农业现代化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挑战，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明确新的发展目标，探索新的发展模式，牢牢把握“一个中心”“两个联动”以及“三个抓手、三个关键”，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坚决破除体制机制弊端，坚持农业基础地位不动摇，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

（一）坚持“一个中心”：以“工业反哺农业”的农业现代化

思路为中心

在我国工业化发展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而工业化发展到今天，必须坚持“工业反哺农业”的思路来推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因为“工业反哺农业”不仅是提高我国农产品竞争力、保障粮食安全的要求，而且是发展农业生产、推进社会公平的要求。以“工业反哺农业”作为“十三五”农业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心，既明确了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性，又夯实了实施其他相关政策的基础。

第一，体制机制反哺。应继续深化改革城乡一体化机制，破除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制度障碍，进而彻底改变农业向工业“输血”的状态，建立工业为农业“造血”的新格局。

第二，公共服务反哺。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基础之上，应该进一步将工业发展成果反哺于相关公共服务。一方面，将有关的公共资源和设施向农村地区倾斜，惠泽更多的农民群体；另一方面，保证进城务工人员在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福利。

第三，产业发展反哺。在“十三五”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工业成果对农业产业的反哺必不可少。可以通过加大对农业部门的投入，创新农业生产、经营、销售体系，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发展的现代化进程。

（二）把握“两个联动”，建立“农村—城市”“农民—居民”

联动发展的城乡一体化机制，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

继续深化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为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培育土壤。而新形势下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需要建立两个联动来真正地破除城乡二元体制。

第一，要建立“农村—城市”的联动机制，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破除财产权益的二元化。20世纪以来我国农业土地制度经历了三次大的变革，其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农业生产、农村发展、农民收入等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社会格局悄然地发生变化，同时全球化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加大，现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地权的明确性以及稳定性是现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面对的两大难题，应该以此为突破口，促进“农村—城市”联动机制的建立。

第二，要建立“农民—居民”的联动机制，深化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破除公共权益的二元化。纵观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史，中国的户籍制度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户籍制度成为阻碍城乡联动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进一步深化。目前，很多中小城市已经开始试点取消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效。在“十三五”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应该继续深化改革，保证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实现农业劳动力的最优配置。

（三）贯彻“三个抓手、三个关键”

第一，坚持以生产为抓手，关键在于进一步优化要素投入。

在土地方面，一要明确权属，明晰“确权确地”以及“确权确股不确地”的适用性；二要稳步推进流转，为规模经营搭建平台。在资本方面，要明确农业机械投入是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民增收和保障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而我国耕地细碎化的现实决定了不可能走美国大农场式的农业机械化道路，健全农机跨区服务市场是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必然选择。在劳动力方面，在扫清劳动力转移制度障碍的基础之上，要重视培训，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红利减少，应加大培训力度，培育新型农民。在科技方面，一要加大投入，加大对农业科技转化的资金投入，逐步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可持续的资金投入机制；二要营造环境，应搭建国际合作平台，加快对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同时鼓励涉农企业“走出去”，提升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第二，坚持以加工为抓手，关键在于加大相关政策的扶持力度。

一要明确相关政策支持的重点领域。这就要求我们致力于建设高标准的原料基地，积极发展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努力探索特色农产品的二次精加工，通过拓展产业链实现农业垂直一体化，不断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同时要加快农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创新，重点扶持农产品加工领军企业，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其他企业的发展。二要继续加大对相关企业的扶持力度。也就是说，既要在财政税收政策方面给予相关企业支持，降低行政性收费标准，创新金融保险服务体系，又要鼓励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产业集群，吸引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促进更多的资本流通。三要加强农产品加工技术创新推广，在政策保证的基础之上，促进农产品加工技术不断更新发展，确保农产品的质量。

第三，坚持以销售为抓手，关键在于创新农业销售途径。

一要发展多元化销售途径，大力支持农业龙头企业。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应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支持龙头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收购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形成品牌，同时积极引导龙头企业与农户建立多元化的联结机制。可通过订单农业、农超对接等途径促使农户与企业建立稳定的购销关系，充分实现农业产业化的增收效益，让农民享受更多的利益分红。二要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要加强引导，鼓励创新，发展多种形式的合作社，同时应规范经营，引进人才，建立合作社指导服务中心。三要鼓励企业加强对农产品物流体系的建设，发展电子商务、物流配送等。





第六节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回顾了我国农业规划工作的发展历程、领导机制以及决策机制，并介绍了规划工作的分工、落实和监督机制。接着，通过“十二五”规划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对规划的制定流程展开了介绍。其中，“十二五”规划的制定流程包括前瞻研究、确定主题、调查研究、建议起草、全国征求意见、审议出台意见、征求意见并起草规划纲要、全国人大审议等步骤。“十二五”规划的制定突显了我国规划工作领导机制及决策机制的重要作用。此外，现代农业发展规划的制定流程为确定主题、深入调研、文件起草、意见采纳和审批通过。现代农业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它对促进农民增收、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同时为以后农业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第四章 规划中的农业发展政策及其绩效评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不仅综合国力迅速增强，而且国民生活水平也大幅提高。然而，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地区间经济发展差距、城乡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当前，农业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呈现出“小部门化”趋势，但是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却是“多功能化”的。农村在区域发展中处于弱势地位，但是其发展事关破除二元经济结构束缚。而且，新时期以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更加丰富，农业农村发展被赋予了社会管理、精神文明以及生态文明方面的意义。换言之，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其重要性不容置疑，再加上农业本身具有一定的弱质性，因此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引导。那么，在国家规划体系中有哪些与农业农村发展相关的政策呢？其政策效果如何呢？





第一节 规划出台的背景

21世纪以来，我国第一个区域性战略规划就是西部大开发。经过十几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一改滞后的局面，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2.8%，主要的成果为以下几个方面：（1）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的进展，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这些标志性工程相继建成；（2）生态建设规模空前，西部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建设，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3）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展，西部地区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水平大大提高；（4）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

在西部大开发战略成功实施的基础上，“十一五”规划以来，国家择机密集出台了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李冀等，2010），相继提出了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大力促进中部崛起、积极支持东部地区发展等战略。表4—1展示了2006年以来我国出台的区域性战略规划。

与此同时，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也日益成熟。2007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国发〔2007〕21号），其中指出：一方面，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原则上要确定为限制开发区域；另一方面，应坚持城乡统筹，防止城镇化对农村地区的过度侵蚀。《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把我国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在农业方面构建以“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以“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表4—12006年以来我国出台的区域性战略规划

[image: 4-1]




[image: 4-2]




[image: 4-3]








第二节 规划目标

通常，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会对当期农业与农村的经济发展做出总体部署，随后，相应的地区发展规划也会设定未来五年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任务和发展目标。

一、保障粮食安全

我国目前的粮食安全总体形势是总量平衡，区域结构性不平衡。由于粮食作物品种与地区相关，因此结构性不平衡也与区域有关。近年来，粮食主产区的地位进一步强化，13个粮食主产区供给的粮食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75%左右。然而，很多粮食主产区正在向产销平衡区转化，产销平衡区则正在向粮食主销区转化。与此同时，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之间的协调发展也事关国家整体粮食安全水平。因此，在地区发展中重视农业与农村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对我国粮食安全总体战略有着重要意义（尹成杰，2010）。

二、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

我国农产品生产区域专业化程度逐渐提高，我国幅员辽阔，农产品流通不可避免地要经过长途贩运，而且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也进一步促进了农产品跨地区的流通。农产品的主要生产区需要重视农业发展来满足本区乃至全国的农产品供给。而农产品销售区也需要疏通农产品流通渠道，保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地方发展规划是政府疏通农产品市场流通渠道的重要政策之一（Park et al.，2002）。

三、统筹城乡发展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趋势。尽管2010年以来，这一差距有所缩小，但是绝对差距仍然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城乡收入之比为2.92∶1。与此同时，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等长期偏向城市，因而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基础条件仍然落后，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仍然存在显著不足。近几年的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威胁，很大程度上就是长期忽视农村基础建设的结果，甚至有研究称其为“制度性干旱”（蒋高明，2011）。近几年，部分地区开始在城乡统筹方面先行先试，成都和重庆还将城乡统筹上升为地区规划的总体战略，将城乡统筹与地区发展规划结合起来。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就必须在地区发展规划中重视农业与农村发展问题。

四、承接农村劳动力转移

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东部地区出现了“用工荒”。2010年以来，伴随着各地最低工资的提高和地区间产业转移，各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了30%左右。目前，劳动力输出地面临着农业劳动力数量缺乏、成本上升的挑战，劳动力输入地则遇到了各产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者素质亟待提高等问题。合理进行区域规划，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力配置效率，应对劳动力相对缺乏的挑战，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





第三节 主要内容

根据地区规划中涉农政策的特征，“十一五”规划以来的地区经济规划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2006—2008年

这一阶段的区域性规划主要以省区规划为主，具体表现为西部地区和东部优先开发区域并举。2006年5月，继深圳经济特区、浦东新区之后，天津滨海新区成为东部率先发展的又一个新的增长极。由于该区域地处城市带，因此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及土地收益分配成为改革实验的重点。2007年9月，国务院发布了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8年9月和11月，国务院分别发布了促进宁夏和青海等省（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划。这些规划都是针对西部地区的特殊情况制定的，既是大区域规划的一部分，又是根据省情、区情制定的分省区规划。例如，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宁夏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8〕29号）中专门提出，“宁夏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也是革命老区和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因此，支持水利发展，促进农牧民脱贫致富成为宁夏地区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在农业方面，特色农产品种养及加工、农村基础设施、农村金融制度改革都成为核心内容。作为生态较脆弱的地区，宁夏的生态防护也被提上日程。同时，东部率先发展的范围也进一步细化。2008年9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发〔2008〕30号）发布，在地理范围上专门针对上海、江苏、浙江三个地区。由于这些省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方政府财力较强，“三化”同步可能性较高，因而在地区规划中的关注重点集中在推动农业现代化，加快完善农业生产、经营、流通等服务体系，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稳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上，在产业方面，特色农业、都市农业和外向型农业成为重点。

二、2009—2012年

这一阶段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国家出台了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重点关注大区域发展，地方性规划密集出台，并在2011年6月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明确了国家优先开发区域，其中包括了长三角、珠三角、天津滨海、辽宁沿海经济带、江苏沿海地区、黄河三角洲、山东半岛等。《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还明确了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包括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海峡西岸经济区、图们江区域、皖江城市带、关中—天水地区、成渝地区、中原经济区等。之后，配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针对国家优先开发区域和国家重点开发区域的地方性规划纷纷出台。早在2008年年底，国务院就批复了《长株潭城市群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其中，珠江三角洲作为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农业发展方面，其规划提出在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同时，加强农业国际合作，拓展外向型农业的广度和深度；在农村发展方面，其规划提出在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以城带乡、以工补农新机制。长株潭地区位于我国中部粮食主产区，因此其规划中的涉农部分就偏向于支持粮食生产和乡村发展。例如，其规划特别强调保护耕地，推动农业产业化，以及新农村建设等内容。2010年年底，农业部在《关于加快转变东北地区农业发展方式建设现代农业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东北地区应根据自身优势，开展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以水、电、路、气等为重点的村镇基础设施建设，围绕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加快东北地区现代农业发展。2011年1月，国务院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提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要以发展海洋优势产业集群为重点，加快发展海洋第一产业，优化发展海洋第二产业，大力发展海洋第三产业，促进三次产业在更高水平上协同发展。2011年3月，《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规划》指出，闽西北等农产品主产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生态产业，积极发展现代种业、生态农业和设施农业，推动远洋渔业发展，推广生态养殖，提高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2013年至今

这一阶段国家逐渐关注江河流域的区域发展，具体表现为黄金水道经济带和湖泊生态经济区相关发展规划密集出台。由于规划中的江河流域地段身处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战略位置，因此，规划特别提出要统筹江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保障江河流域的水安全和生态安全，着力发展地区优势农业。2014年3月，《晋陕豫黄河金三角区域合作规划》出台，其中提出晋陕豫地区要共建优势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实施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加强农机跨区作业协调合作，实施沿黄流域供水水源地共建和饮用水安全共保工程，加强水源地水土保持及全流域面源污染联防联治。2014年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指出要建设洞庭湖生态经济区，统筹湖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长江流域的水安全和生态安全，发展湖区特色农业，建设高标准农田，提升湖区粮食主产区地位，加快现代农业发展，稳定粮食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构建现代农业支撑体系。2014年7月，《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提出珠江—西江经济带连接我国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全国区域协调发展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在稳定发展粮食生产的基础上，着力发展优势种植业、优质畜牧水产业、特色林果业，建设面向珠三角和港澳地区的优质农副产品供应基地，大力发展甘蔗、热带水果等产业，继续支持“南菜北运”基地建设，加大“东桑西移”实施力度。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部署将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内河经济带、东中西互动合作的协调发展带，提出要保护和利用好长江流域宝贵的农业资源，推进农业优势产业带和特色产业带建设，着力打造现代农业发展先行区。





第四节 规划与发展

历史经验表明，无论是像西欧国家和北美国家这样的老牌工业强国，还是像东亚这样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帮助企业克服不可避免的协调和外部性问题时，都需要政府进行规划和引导，以消除市场失灵。

林毅夫（2014）提出，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需要依靠“有效的市场”来形成竞争机制，也需要“有为的政府”来解决结构变迁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外部性问题和软硬设施的协调问题，一个国家只有同时用好市场和政府这两只手才能实现快速、包容、可持续的增长。一般而言，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来说，实物基础设施是一个紧约束，而在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政府的作用必不可少。但政府不应该是一个命令型政府，而应该是一个能帮助企业利用比较优势的“因势利导型政府”，即政府应通过规划来吸引投资，共同解决实物基础设施这个紧约束。考虑到财政资源和实施能力受限，政府需要设立优先级，决定应优先改善哪些基础设施，这时候政府的规划又在某种程度上引导投资，让资金投入最为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用。

作为社会的先行资本，基础设施是社会生产部门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决定性的重要地位，其发展水平影响生产部门的生产成本和效率，影响其供给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国民经济的组成部分，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首先能够促进基础设施内部各个部门生产能力的提升、服务水平的提高，其本身所增加的产出能够直接使得国民财富增加，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的这种直接推动作用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大。罗森斯坦—罗丹（1996）认为基础设施投资通常在社会总投资中占30%~35%。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先行资本投资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不仅可以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获利能力，而且可以使其他企业乃至整个社会都分享外部经济利益，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获利能力。再者，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可以为社会生产生活提供更加良好的服务，保障经济发展，提高居民生活便利程度，间接推动经济增长。

与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相似，加快基础设施建设也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直接促进农业生产，又能通过改善农民的生活质量，改善农村地区的投资环境，消除过剩生产能力，使农村产业结构得到合理调整，从而间接促进农业生产。

（1）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对农业生产效率有着直接的影响。改善运输、灌溉、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不仅可以让农业生产及时获取必需的能源如水电，而且可以拉动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从而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例如，农村公路的通畅可便于运输大型机械设备，而大面积普及农业机械化操作将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2）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有利于降低农户的生产成本，增强农户抵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从而激发农户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产出。根据樊胜根、张林秀（2003）的研究，以1997年为例，我国政府每增加1度电投入，全国平均可增加农业产值0.36元；每增加1公里道路，可增加农业产值40 665元；每增加1门电话，可增加农业产值853元。邓淑莲（2003）通过对58个国家的基础设施与农业关系的研究发现，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产值的增长正相关：当水利灌溉设施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1.62%；当公路里程增长1%时，粮食总产量增长0.26%；当农村的公路密度提高1%时，粮食总产量将增长0.12%。

（3）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提高农产品的商品化率。良好的交通运输设施和交通网络布局能使农产品及时运送到市场中销售，实现市场价值，提高资金回收利用率，提高农业再生产能力；良好的通信设施可以使农民更方便、及时地获取市场信息，有效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和市场化程度，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4）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不仅可以极大地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条件，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而且可以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加强农村地区环境保护建设，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基础设施建设关系到农村居民的身心健康、知识水平以及文化道德素养。文明乡风的形成、对新型农民的培养以及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建立都离不开教育设施、医疗保障设施、文化娱乐设施等的建设。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提高农村居民的健康程度和知识水平将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农业科技水平，从而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再者，农业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必将严重影响我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这就需要通过改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资源，科学施用农药和化肥，加大无害化处理污染物的力度，做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加强农村环境卫生建设，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节 规划效果的描述性统计

一、扎实推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在国家对农业的大力投入下，粮食生产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得较快。图4—1给出了2006—2012年我国土地整治的支出情况。2006年土地整治支出达到152亿元，2007年后上涨幅度较大，到2012年土地整治支出达到364亿元，比2006年增长了139%。土地整治中成果最显著的项目就是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如图4—2所示，2006年全国新增和改善灌溉面积为2 181.67万亩，2011年达到2 465.37万亩，2012年达到2 689.12万亩。改善除涝面积从2006年的811.08万亩增加到2012年的961.52万亩，增幅为18.5%。

图4—12006年以来我国土地整治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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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研网数据中心。

图4—22006年以来我国土地整治项目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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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研网数据中心。

二、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升

在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取得成效的背景下，各地区粮食产量连年跃上新台阶。图4—3展示了近年来全国粮食产量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到自2001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除了2003年有小幅下降之外，均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从2001年的45 264万吨上升到2013年的60 194万吨，增幅高达33%，这说明我国的粮食产量和综合保障能力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

图4—3全国粮食产量的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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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年度统计年鉴。

三、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

表4—2展示了2006年以来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的情况。可以看到，近年来我国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尤其是2011年和2012年呈现出加速趋势，面积约70万亩；禽畜养殖数量增加得更快，2012年产业化养殖数量达69 939亿只；农业生产服务项目也由2006年的55个增加到2012年的224个。

表 4—22006年以来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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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研网数据中心。

舒尔茨提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这些要素可以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2006年以来，以机械为代表的现代生产要素发展迅速，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图4—4和表4—3展示了各地规划发布之后农业机械化发展的情况。从图4—4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我国新增机耕面积呈逐渐减小趋势，2006年新增机耕面积为551.34万亩，而2012年仅新增317.89万亩。各省、市、自治区的农用机械总动力增加情况不尽相同。例如，新疆在地区规划通过之后的2008—2010年三年间农用机械总动力增加了667.9万千瓦，广东在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规划通过后的两年间农用机械总动力增加了251.4万千瓦，山东在《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通过后仅一年农用机械总动力就增加了548.3万千瓦（见表4—3）。从全国范围来看，农用机械总动力由2006年的72 522万千瓦增加到了2013年的103 907万千瓦，增长幅度为43.28%（见图4—5）。

图4—4我国机耕面积新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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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研网数据中心。

表4—32008—2010年规划进入操作阶段的各地区农用(单位:万千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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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规划进入实际操作的认定方法为：如果规划于上半年发布，则将规划发布的当年认定为规划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如果规划于下半年发布，则将规划发布的下一年认定为规划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2010年以后，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的规划都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资料来源：各年度统计年鉴。

图4—52006—2013年全国农用机械总动力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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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年度统计年鉴。

四、农产品流通体系初步成型

在地区规划的带动下，高效农产品流通体系初步建立。近年来，各地区形成了一批专业性农产品流通中心，例如郑州的粮油市场、杭州的肉禽蛋市场、武汉的水产品市场、寿光的蔬菜市场、广州的干鲜果品市场，这些农产品流通中心提高了农产品流通市场体系的效率。表4—4展示了2008年以来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的情况。从市场数量上看，长三角地区的市场数量在规划通过之后逐步增加，由2008年的215个增加到2013年的265个，6年间增加了50个，中部地区的市场数量则是有增有减，由2008年的147个增加到2012年的176个，在2013年回落到168个，珠三角地区的市场数量则长期在70~82个之间波动。从年末出租摊位数上看，中部地区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规划中提到的建设物流节点的目标，由2008年的5.7万个增长到2013年的7.8万个。从农产品成交额上看，东北地区在其地区规划发布之后增长速度最快，2013年的成交额达744.5亿元，比地区规划出台之前的2008年增长了66.9%；长三角地区2013年的成交额达3 758.3亿元，比地区规划出台之前的2008年增长了81.1%；珠三角地区2013年的成交额达1 161.8亿元，比地区规划出台之前的2008年增长了13.1%。成交额的这种增长速度除了跟地区发展有关之外，还与农产品价格上涨关系密切。

表4—42008年以来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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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研网数据中心。

五、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

城乡统筹发展速度加快。在地区规划的带动下，各地农村电网改造、道路建设、能源网络以及住房改造等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文化以及社会管理都开始了城乡一体化的步伐。

如果从城乡差距上分析，那么地区规划带动了城乡统筹发展，城乡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缩小。表4—5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通过后的中部六省发展情况为例，从城乡收入差距的角度分析了地区规划对统筹城乡的作用。从图4—6可以看到，在中部六省中，2010—2013年，安徽省城乡收入差距由2.99∶1缩小到2.85∶1，缩小了4.9%；山西省城乡收入差距由3.30∶1缩小到3.14∶1，缩小了5.1%；河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由2.88∶1缩小到2.64∶1，缩小了9.1%；湖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由2.95∶1缩小到2.80∶1，缩小了5.4%；湖北省城乡收入差距由2.75∶1缩小到2.58∶1，缩小了6.6%；江西省城乡收入差距由2.67∶1缩小到2.49∶1，缩小了7.2%。

表4—52010—2013年中部六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情况（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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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年度统计年鉴。

图4—62010—2013年中部六省城乡收入差距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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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年度统计年鉴。

六、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得到重视

从项目完成的结构上看，尽管中低产田改造仍然是土地整治的主要项目，但是生态综合治理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如图4—7所示，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全国小流域综合治理面积分别为105.35万亩、104.79万亩和101.44万亩，此后呈逐年增加态势，2012年全国小流域综合治理面积为177.72万亩，比2008年增长了68.7%。2008—2012年，全国林网防护面积共增加4 552.15万亩。

图4—7全国农业生态治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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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研网数据中心。





第六节 规划的案例分析

本节我们选取河南、浙江、贵州、陕西四省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省级政府是如何根据国家级规划制定自身城镇化规划的，以及省级城镇化规划中关于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规划特点、存在问题，分析省级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引导作用。我们主要参考了上述四省的新型城镇化规划以及“十二五”规划内容。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之一，农业增加值一直占到全国的8%左右，粮食总产量接近全国总产量的10%，国务院出台《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后，对河南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河南农业也迎来新一轮的良好发展机遇，其可以作为研究中原经济区城镇化中农业、农村发展的典型代表。贵州省属于西南地区，是著名的矿产资源大省，受土地资源少，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平坝地较少的影响，其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可以作为研究这类地区农业发展情况的典型。浙江省是中国高产综合性农业区，位于东南沿海长江三角洲区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在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前提下，以民营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的起飞，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浙江经济”，其农业也在活跃的工商业推动下快速发展，独具特色。陕西属于我国西北地区，现代农业构成主要以杨凌为核心，以关中为重点区域，向陕南陕北辐射。杨凌作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肩负带领陕西全省现代农业创新探索的重任；关中地区有着四千多年的农耕史，温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地使其成为我国西部地区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对其农业发展的研究将有利于我们探索西北地区农业现代化及新农村建设的道路。

第一，各省规划不仅对农业发展的“量”提出了明确要求，而且更加注重提升农业的“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粮食增产增收、耕地保护、主要农产品供给方面，四省均制定了明确的粮食产量、耕地保有量相关指标要求（见表4—6），且四省的规划中都有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抓好油料、棉花等农产品生产等内容。（2）不仅强调农业产业化发展，而且着力对农业结构进行调整，发展适合省情的特色农业、优势农业。例如，河南这一传统粮食主产省就提出在稳定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增加大宗经济作物、蔬菜、茶叶、食用菌等特色农产品的产量及提高其在农产品中的比例，种植业结构向果蔬花卉园艺调整，大农业结构向畜牧业调整。建设茶叶、食用菌、中药材、优质果品等特色农产品种植和养殖基地。各类特色经济作物向优势区集中、 向适宜区发展，规模化生产、区域化布局的水平继续提高。其他三省也在农业产业化部分制定了类似的产业结构转型规划。（3）农产品质量问题得到重视。河南省规定，优质粮比重达到 75%以上，小麦、玉米、水稻优良品种覆盖率稳定在 95%以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逐步完善， 建成 18 个省辖市和 122 个县（市、区）的农产品质检中心，初步形成“三级四层”（省、市、县、基地四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陕西省强调，调整结构，优化布局，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和流通业，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提高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水平，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70%。果业以苹果为重点，围绕提质增效，提升四项关键技术，加快品种更新换代，推进果畜结合，打造知名品牌，培育多元化深加工的生产体系，建成具有较大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国际化大产业。扩大猕猴桃、柑橘等名优水果种植面积，推进核桃、红枣等五大干杂果基地建设，加快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第二，在现代农业的发展思路上，四省基本统一理念，即“走农业产业化道路，跳出农业来发展农业”，但在发展重心、方式上，四省各有侧重。四省发展理念的一致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上述四省均注重农产品加工的发展，强调用工业的发展方式来反哺发展农业。各省均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产业，其中河南省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值已占工业增加值的1/4，成为河南全省第一大支柱产业。各省还注重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扶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河南省非常注重对龙头企业的扶持，截至 2011 年年底，河南全省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全年新评定 335 家，总量达到 622 家。政府鼓励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加大投入支持产业化龙头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发展订单生产。各级农业部门都把招商引资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建立农业招商引资项目库，积极整合项目，为企业、基地寻找投资合作伙伴牵线搭桥。（2）上述四省农业现代化的重点均在于推动农业产业化。农业现代化的本质特征是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和标准化。各省积极探索规模经营的途径，提高农业组织化、规模化程度。由表4—6可以看出，各省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基本类似，就是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同时加快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产业、优势产业，四省均制定了不同农业产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龙头企业数量、农业产业园数量、产业集群数量等指标以评估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

第三，在发展重心、方式上，由于省情不同，各省各有侧重，体现出因地制宜的特点。以农业产业化为例，由表4—6可以看出以下几点：（1）在发展重点方面，河南省侧重加快生态畜牧业的发展以及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目标是建设粮食大省及生态畜牧业大省。而贵州省受地形、土地资源影响，粮食生产能力受限，因此贵州省着力发展十大特色农业、精品农业。陕西省则更加突出猕猴桃、柑橘、核桃、红枣等生产基地的建设，着重打造自身的农业品牌。（2）农业产业化的方式不一。例如，河南省实施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培育工程，按照“基地支持、龙头带动、流通服务、特色高效”的原则，综合考虑带动农户数量、生产规模、经济效益等因素，突出基地化、标准化、规模化、信息化，选择一批上下链接、合作紧密、以就地加工为主的农产品产区，集中力量培育优质农产品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品牌，打造“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的现代农业产业化集群，带动农业结构调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而贵州省则侧重以发展壮大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重点，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并要求“到2015 年，省级以上重点龙头企业达到400 家，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覆盖农户52%以上” 。

第四，在引导城镇化中的农业、农村发展时，各省政府规划中引入更多的市场机制，注重政府职能的转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各省均强调创新经营主体，积极引导合作社、龙头企业的发展。首先，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河南省注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对服务能力强、民主管理好的合作社给予补助，鼓励和支持合作社向加工、流通等领域发展，鼓励合作社创办龙头企业。 农民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河南全省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达到 3 万多家，覆盖了农、林、牧、渔等各个领域，入社农户 175 万户，辐射带动农户 257万户。 2011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净增7 868家，达到 3.4万家。其次，支持组建各类农产品行业协会，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最后，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支持种养大户参与土地流转，扩大农业种植规模，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政府规划中对民生工程建设的要求增加，对增强农村社会化服务予以更多的重视。例如，四省均强调加大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快速推进农村水、电、路、沼气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改善农民生活条件，并制定明确的量化指标（见表4—6）。同时进一步完善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制定明确的任务目标。而且各省规划中均明确提出加强农村社会化服务建设，如贵州省的规划中明确要求“提升农业科技自主创新、成果转化和推广水平，健全公益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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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问题

一、区域规划中农业农村发展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

区域规划主要是政府在“自上而下”（topdown）地推动农业与农村发展，这种模式要取得成功，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保障（Banerjee et al.，2008）。在区域发展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各个阶段保证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形成“自下而上”（bottomup）的公共行动，在短期内可以成为对国家行动的有效补充，在长期内可以保障新农村建设的持续性（彭超、龙文军，2013；龙文军、彭超，2013）。目前，我国的区域规划主要靠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尤其在涉农项目中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发展的持续性不足。表4—7以全国土地整治资金来源为例，展示了全国规划中农业支持政策的动力来源。可以看到，土地整治资金的主要来源是财政资金，社会自筹资金占比不高于25%，且呈逐年下降趋势。2012年，全国土地整治资金中，自筹资金占比仅为9.2%。再深入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土地整治过程中基本没有银行贷款资金。农业项目见效期长，风险大，很难发动金融系统的力量对其进行支持。因此，在没有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情况下，全国范围内对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支持就缺乏可持续性的动力。

表4—7全国土地整治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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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研网数据中心。

二、农业生产方式依然粗放

通过文献分析可以发现大部分年份，地区的财政支出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主要是粗放式的，直到2010年，前期投入的大量财政支出才对农业科技和农业生产组织制度发挥出了积极的作用，少部分地区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才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这表明目前的区域发展中，物质资本积累和投入仍然是农业增产的主要方式，现代农业中依靠知识积累、技术改进和效率提高的生产方式尚未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会带来高能耗、高排放（彭超、龙文军，2013；龙文军、彭超，2013）。例如，很多地方出现了“一吨水换一吨粮”、化肥投入超过其边际产值等现象。

三、地方规划助推劳动力成本上升

2007年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向型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影响，2008年以来，政府出台了四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地方规划也在产业发展等方面迅速跟进，新建了大量的铁路、公路等。这些项目的开工地点多数位于农村地区，工作地点往往距离农民工的家乡较近，于是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这一趋势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造成了部分地区的劳动力相对短缺。如图4—8所示，我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由2008年的1 340元增长到2013年的2 609元，增长幅度高达94.7%。

图4—82008—2013年我国农民工平均月工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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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各年度《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

四、农业农村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亟须得到前所

未有的重视

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目的是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然而，正是由于长期以来过分追求粮食产量，忽视了资源环境的重要性，农业生态环境已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这不仅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而且造成了其他一系列负面后果。例如，我国在2013年一年内使用的化肥折成存量高达5 900万吨，与1978年的800万吨相比，增长了好几倍。氮肥和磷肥的过度使用导致中国主要的湖泊和河流污染严重，并且严重地影响了地下水资源的质量。国家环保总局早在2004年针对太湖、巢湖、滇池三湖的调查中就指出，三湖中约50%的总氮和总磷来自农业面源污染，湖泊富营养化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而且，化肥流失导致的面源污染也往往被视为渔业资源减少和慢性疾病的原因。此外，我国近几年使用的农药也在逐步增加，每年使用约180万吨。根据农业部门的测算，真正用于作物防病防害的农药仅占30%，剩余的70%都被喷洒到地上或挥发到空气中，造成严重污染。我国在2012年一年内使用了将近240万吨农用塑料薄膜，比2008年的200万吨增加了20%，但能够回收的塑料薄膜不到140万吨，有将近100万吨薄膜的碎片残留在土壤中，土壤中塑料农用地膜的残留量逐年增加，给农业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的负面效应，也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此外，根据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整治蓝皮书，目前中国耕地受到中、重度污染的面积约5 000万亩，很多地区土壤污染严重，特别是大城市周边、交通主干线及江河沿岸的耕地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严重超标，造成食品安全等一系列问题。据测算，当前每年受重金属污染的粮食高达1 200万吨，相当于4 000万人一年的口粮。我国土地盐碱化、沙化面积达20.25亿亩，水土流失面积达53.4亿亩。综上所述，由于长期以来过分追求粮食产量，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已遭受了巨大破坏，对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了巨大挑战，解决我国生态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农业农村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亟须得到高度重视。





第八节 本章小结

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其重要性不容置疑，再加上农业本身具有一定的弱质性，其健康可持续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规划引导。21世纪以来，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区域性发展规划，这些规划也为区域内农业和农村发展指明了方向。通过梳理众多的区域规划文件可以发现，各种规划一般从保障粮食安全、提高农产品供给能力、统筹城乡发展以及承接农村劳动力转移四个方面确立农业与农村的发展目标。这些涉农规划的制定与实施有效地促进了我国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2）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有所增强；（3）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大幅提高；（4）农产品流通体系初步成型；（5）城乡收入差距有所缩小；（6）资源环境问题日益得到重视。虽然在规划的引导下，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是不可否认其在执行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为区域规划中的农业农村发展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农业生产方式依然粗放、地方规划助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业农村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亟须得到高度重视等。





第五章 规划引导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的实证分析

自1992年十四大首次明确地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政策目标逐渐得到落实，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越来越明确，理论界和政策界对两者关系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其后从1993年开始，经济计划政策在内容、职能及制定方法和过程上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促进了市场的发展和政府的简政放权，同时成为政府对经济发展保持控制的有力手段。2005年计划更名为规划后，规划更是成为制定各种公共政策的主要手段。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且在“以粮为纲”的制度环境下，在实施规划政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其对农业的影响。而定性分析往往只从内在机理、逻辑推导、经验分析等方面考察政策的影响机制，很难度量影响的大小和方向，这时往往需要定量分析来进行补充。本章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以中部地区为例，采用DID模型，定量测算了2006年中部崛起相关规划政策对中部地区农业发展的影响，重点分析规划引导政策在我国农业增长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节 区域规划政策筛选

本章通过筛选2006—2014年国家层面出台的涉农规划文件制成了表5—1。从表5—1可以看出，我国从2006年至2014年，区域规划政策基本覆盖全国。我国幅员广阔、地区差异大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对地方经济发展只能分类指导，立足各地区的实际情况，相对独立地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区域规划政策。从表面上看，区域政策虽是分散的，但实际上尊重了不同区域发展的客观实际，体现了分类指导的理念。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规划引导对于抑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趋势有重要作用。同时随着规划引导政策的密集出台，中西部地区出现了一批新的增长极，包括成渝地区、北部湾地区、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皖江城市带等。这些经济增长极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在以市场为导向的基础上，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仍有着巨大的引导作用。

历来的规划政策大多具有工业偏向（Industry Bias）和城市偏向（City Bias）特征，在主流发展经济学中认为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工业化就是一切”的观点盛行，虽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但就目前国家层面发布的规划政策而言，农业仍然属于弱质产业、落后产业。在2006年至2014年间出台的约四十个规划政策中，涉及农业生产的规划政策占80%以上，但将农业作为重点发展内容的相对较少，仅在中部粮食主产地区规划政策中将农业置于关键地位，进行重点发展。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2013年全国小麦产量为60 193.84万吨，仅河南一省就占近三成（29.65%），为了保证“中国人的饭碗端在中国人手里”，稳定中部地区的农业生产至关重要，相关的规划政策也要在粮食安全战略框架下实施。这也是下文选取中部地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规划引导政策对农业的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

表5—1近几年出台的地方发展意见、规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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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仅限于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发文发函。





第二节 中部地区农业规划政策效果评价

由于各地区的规划政策并不同步，为避免多政策效应的叠加影响，本章度量单一政策的农业产出效应，并以中部地区为例，进行政策评价。位于中国内陆腹地的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总人口为3.6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8%，其中农村人口占全国的近1/3，2013年中部地区农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11.92%，农业生产较为发达。为保障粮食安全，农业在中部地区的地位不可替代，以中部地区为例测量政策对农业的影响有重大意义和代表性。同时，2008年之前，国家层面出台的规划政策还较为单一，主要以中部崛起为主。因此，以中部地区为考察对象，也可较好地避免噪声干扰，并扩大对照组成员，增大可用样本量。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发布，涉及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个中部省份，这一事件相当于一次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1】
 ，因为对于在中部地区的众多农业参与者而言，国家层面的政策的发布可以被认为是完全外生的事件。


一、DID模型

由于政策实施的对象一般具有针对性，对不同的客体所造成的影响也会有所不同，因而一项公共政策的实施对作用对象的效果一般是显著的，而对其他客体的影响却未必明显。借助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自然实验），把前者看做实验组（Treatment Group），后者看做对照组，比较政策实施前后二者的差异即可得到政策评价结果。现假定一项公共政策为自然实验，其实施区域为实验组，非实施区域为控制组（Control Group），并假设Y为我们关心的结果随机量，D=1和D=0分别代表实验组和控制组两地区。为了进行政策评价，我们至少需要观察两期，第一期为政策实施前，第二期为政策实施后。此时首先将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变量Y进行差分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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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5—1）式可以得到变量Y的变化趋势，然后根据（5—1）式再次进行差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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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式得出的结果是所求政策评价结果即处理效应（treament effect）。假定T=1和T=0分别代表政策实施后和政策实施前，可得表5—2。

表5—2实验处理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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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eated表示在某一期，某一地区是否被处理即是否参与实验。从表5—2可以看出，Treated=Di×T，因此可以将方程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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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3）式进行差分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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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5—4）式再次差分，求期望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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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γ即为我们所求的政策效应。由于采用了两次差分，此方法也被称为双重差分。

对处理效应进行测算首先要剔除时间效应和组间差异（见图5—1）。

图5—1DI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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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部地区规划引导政策评价模型

中部崛起战略于2006年4月颁布，2006年5月份开始实施。对于当地的农业从业者而言，这一政策可以被看做一种外生事件。因为农业从业者不太可能事先了解国家层面的政策内容而改变其生产决策，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一政策看做自然实验，把中部地区看做实验组，把不受这一政策变化影响的其他地区看做对照组。为了控制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的系统差异，我们把2006年看做事件年。如果地区属于实验组，那么我们对其赋值为policy=1，反之为policy=0。同理，对于在事件年及其之后的地区，我们赋值为year=1，反之year=0。由此，就将全部样本划分为四个组。除了控制变量之外，还需要控制非观测效应（Unobservable Effect），因此，估计方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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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yi,t表示被解释变量，χ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α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效应，αt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μi,t表示随时间变化的事件误差（Time Varying Error）。在（5—6）式中，我们关注两个虚拟变量交叉项的系数γ，在数学上它等于实验组在事件年前后的差异减去对照组在事件年前后的差异，即所谓的双重差分。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利用混合截面数据进行OLS回归，那么由于不能避免αi与自变量的相关性，会导致估计结果的有偏和不一致。采用面板数据，通过组内差分，可以消除个体非观测效应，因此本章采用DID模型进行估计。

相对于OLS回归，DID模型的优点在于较好地避免了政策作为解释变量所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或者确切地说是控制了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效应。如果数据集是面板数据，那么DID模型不仅可以利用解释变量的外生性，而且可以控制不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对因变量的影响。因此，DID模型成为近年来经济学者评估公共政策的主要方法之一，例如聂辉华等（2009）使用DID模型考察了增值税转型政策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雇佣和研发行为以及生产率的影响，并讨论了企业行为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就业形势的影响。

三、变量界定和数据处理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以1997年不变价的农林牧渔业总产值（AGDP）来表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通常是将农、林、牧、渔业产品及其副产品的产量分别乘以各自单位产品价格后加总，其可以衡量农业发展状况。同时考虑到现行投入口径中农业劳动力、机械投入等都是广义农业口径，为与农业投入统计口径保持一致，故采用广义农业总产值。

（2）解释变量。解释变量是中部崛起规划引导政策。在政策评价模型中，相当于（5—6）式中实验组与事件年的交叉项。

（3）控制变量。1）劳动投入（L）。以农林牧渔总劳动力计算，不包括农村从事工业、服务业等的劳动力。2）土地投入（S）。这比可耕地面积更能代表土地的实际利用率，因为农业中复种或休耕、弃耕等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3）机械动力投入（M）。以农业机械总动力计算，包括用于农、林、牧、渔业的各种动力机械，不包括专门用于乡镇、村组办工业、基本建设、非农业运输、科学实验和教学等非农业生产方面的机械和作业机械。4）化肥投入（F）。以本年度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施用量（折纯量）计算，这主要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等。5）灌溉面积(IR)。以每年实际有效灌溉面积计算，这等于灌溉工程或设备能够进行正常灌溉的水田和水浇地面积之和。6）农业结构调整系数（AS）。采用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占所有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来计算。该指标可以反映各省农业种植结构是否朝着比较优势方向发展，也可以反映地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市场化情况。7）产业结构系数（IS）。采用各省份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构造产业结构指标。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对农业耕地资源的占用不可避免，农业土地投入的减少势必影响农业产出。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指标的选取是在统计资料的限制下做出的次优选择，但并不影响主要实证结果。

由于2006年国家同时颁布了《国务院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为增加估计样本量，避免叠加效应，单独考察2006年中部地区的规划政策效应，本章在控制地区中剔除天津。同样，2007年存在规划政策指导的新疆地区也被剔除，最终本章采用中国29个省份1999—2008年的数据指标【2】
 形成的平衡面板数据来考察规划引导政策对农业增长的影响。以上数据指标主要来源于2000—200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业年鉴》。各变量的统计详情如表5—3 所示。


表5—3各变量相关统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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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在进入模型前对变量取对数，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有效消除异方差、序列相关问题，并且可以考察增长率的影响。由于我们要考察政策对农业的效应，规划引导政策对于农业生产者是外生的冲击变量，因此（5—6）式中两个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是外生的。需要注意的是其他控制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因果关系，即存在内生性问题，这将导致估计系数有偏，不过根据伍德里奇（2000）的研究，如果关键解释变量与其他控制变量无关，那么其系数仍是无偏的。

为了直接观察中部崛起规划引导政策对农业的影响，将作为实验组的中部地区和作为对照组的其他地区进行对比，对比结果见表5—4。

表5—4中部崛起规划引导政策对农业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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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中的数字为所估计系数的Z值；(2)***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采用自助抽样法反复抽样500次后，结果见表5—4，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和其他地区只在灌溉、化肥、机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其中灌溉面积对中部地区的农业和其他地区的农业的作用方向恰好相反，但都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农户作为“自利”人，在考虑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对待农业水利灌溉设施时很容易造成拥挤效应和过度使用问题，使灌溉这一准公共物品的利用效率低下。化肥的使用对中部地区的农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其他地区则由于土地承载能力有限，化肥投入的边际收益出现递减趋势，因而对农业产出的影响并不显著。机械动力投入对各地区的农业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中部地区耕地资源禀赋良好，机械化作业方便，以河南为例，2012年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为73.5%，远高于全国近50%的平均水平，因而中部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发展相对较为成熟。其他地区的机械动力投入虽然相对较少，但处于边际收益递增阶段，对农业的促进效应相对于中部地区更加明显。上述这些差异的产生除了中部地区规划引导政策的影响之外，地区间资源禀赋、技术条件等个体特征的差异，样本地区伴随时间产生的系统性变化也有可能是主要原因。为了同时控制政策效应、个体特征、系统性差异以及其他控制变量，本章采用DID模型进行估计。

使用Stata12.0软件，模型运行结果如表5—5所示。在回归模型的选择上，通过固定效应回归的F检验得出p=0.000 0，表明在固定效应模型和混合模型中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一步通过Hausman检验得出卡方值为-779.90，根据连玉君等（2014）的研究，检验统计量为负，可以认为原假设不成立，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因此，接下来主要针对固定效应模型的结果来进行解释。对于本章的研究目的而言，年份、地区等哑变量的系数没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因此表5—5没有报告。

表5—5中部崛起规划引导政策对农业增长的影响（各种模型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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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括号中的数字为所估计系数的Z值；(2)***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根据表5—5，在固定效应模型中，从系数上看，政策的效果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回顾2006年中央政府颁布的两项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可以发现，政策的颁布和落实一般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由于事件年后我们只选取了2007年、2008年两年作为对照，而且规划的新型生产模式对原有的经营方式存在一定的替代，因此若时滞期超过两年，则规划政策对农业的影响出现不明显甚至显著为负的情况也极有可能，考虑到篇幅限制和数据的获得性，本章并未深入探讨政策的滞后期。除此之外，中部崛起规划引导政策不仅关注农业，而且也关注第二、三产业的布局和发展。考虑到政策的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特征，非农产业对农业的替代效应也增大了政策的农业风险。

在控制变量中，劳动替代型技术——机械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机械动力投入每增加1%，农业产出可以增加0.426%，而化肥的作用则不明显，表明农业生产中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作用逐渐超过化肥对土地的替代作用，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涨，发展劳动节约型技术即机械技术对促进农业规模化生产、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有着重要意义。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现状使得我国在劳动密集型作物上具有比较优势，而在土地密集型作物上处于比较劣势，实证结果表明农业结构调整系数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为负，说明我国在实际农业生产中并未考虑具有比较优势的作物，这更多地是因为粮食安全对于历史上曾被称为“饥荒之国”的大国来说至关重要，历届政府的政策都强调保证“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规划引导政策的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特征使得产业结构系数不断增大，农业增加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持续下降，但从实证结果来看，这些变动对农业生产并未造成显著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在以稳定农业生产、保障粮食产量为国家战略的制度环境下，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也必须在农业稳定的前提下进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三大产业的发展并非完全是替代和相互竞争的，也可以实现共同发展。除此之外，表5—5还表明土地投入、灌溉面积、劳动投入的作用并不显著，我国耕地或播种面积的变化弹性较小，灌溉设施较为落后，农村还存在一定的剩余劳动力。





第三节 本章小结

2006年之后为了促进经济较快、可持续发展，政府发布了一系列针对不同地区的区域规划文件，2012年相关政策基本覆盖全国，规划引导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不言而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分析区域规划政策对农业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为了避免噪声干扰，度量单一规划政策对农业的影响，本章以中部地区为例，通过DID模型对中部崛起的区域规划政策效应进行定量分析，与前文中的定性分析相互印证。

结果表明中部崛起政策在样本期内并未对农业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相反，相关支农措施产生效应的滞后性和政策的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特征，以及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对农业产生的难以避免的替代效应导致此项政策对农业的影响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产业结构系数在我国粮食安全的战略框架下对农业生产并未造成显著影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三次产业并非完全是竞争的，而是能够实现共同发展。除此之外，研究还表明我国农业机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农业增长，而劳动投入、土地投入、灌溉面积等要素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农业结构调整有背于比较优势理论，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以上这些特征还体现了转型时期我国农业发展的新特征，随着经济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减少，劳动力成本也不断上升，根据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农业技术发展开始侧重于劳动节约型，这体现在农业机械投入对农业生产的显著的正向影响上，而传统的土地节约型技术——化肥——随着边际收益递减，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开始变得不显著。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由政府出台相关规划引导政策，促进农业科技创新，发展农业机械技术对当下和未来农业发展十分重要。

本章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出于数据的限制和不同政策效应的分离、识别问题，本章只以中部地区为例，度量同时期单一政策——中部崛起规划——对农业的影响。由于中部地区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在“以粮为纲”的制度环境下，选取中部六省也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通过自助抽样对比发现实验组与对照组存在较大差异，虽然通过DID模型控制了政策效应、个体特征和系统性差异，但由于地区间在经济发展水平、政策支持、制度安排、生产方式、种植结构等方面差异巨大，这些差异难以被模型完全控制，因而样本的随机性受到一定影响，比如各地区出台的地方规划政策可以带来与中部崛起规划相同或相似的效应。

注释


【1】
 根据周黎安、陈烨(2012)的研究,所谓自然实验是指使得社会中个人、厂


商、城市等发生改变的外生事件,也称为准实验(Quasi-experiment)。


【2】
 考虑到数据和资料的可得性,以及研究的实际意义,我们的分析边界中没有将


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包括在内。





第六章 基于DEA的区域规划农业政策效率实证研究

20世纪90年代末，首个区域规划——西部大开发战略——成功实施。进入21世纪后，国家层面的区域规划更是密集出台。这些区域规划涉及一系列的农业发展政策，具体内容包括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改造传统农业、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以及资源环境保护等。由此可见，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在这些区域规划中占有重要地位。

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出台。如何更好地打造中部粮食产业基地成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重点。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对于中部地区而言，粮食生产基地建设对中部地区的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由此，本章将重点以中部地区的农业为例，采用DEA方法对中部地区崛起区域规划政策的效率进行专题评价，衡量规划实施后中部地区的产出水平和资源利用率，并结合各省的特点，针对各省如何提高政策资源投入效率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 区域规划政策效率实证评价方法

对政策进行评价的方法分为定性评价法和定量评价法两种。其中，定性评价法包括前后对比分析法、专家打分评价法以及对象评价法等，这类方法带有浓厚的主观性。而定量评价法更强调客观量化，包括多目标决策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法以及运筹学方法等。定量评价法从客观量化角度对数据资源进行优选和评价，整个评价过程更为系统、客观、科学，但这并不等于定量评价法绝对优于定性评价法。定性评价法与定量评价法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任何一种政策评价方法都有其自身的优点与缺点，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具有普适性。当对政策效率评价方法进行选择时，应该考虑政策评价的目的和条件。据此，本章选取DEA方法对区域规划政策效率进行评价。DEA方法可以很方便地计算出决策单元的相对效率，并能提出优化投入、提高效率的方案。考虑到评价区域规划政策效率的特殊性，若采用参数方法例如随机前沿分析法（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则很难区分出误差项以及无效率项，而使用DEA方法则可有效避免这个问题。此外，区域规划政策效率评价中有多种政策资源投入，并且效果产出也多种多样，而DEA方法在多输入多输出的有效性评价方面具有绝对优势。

一、DEA方法简介

DEA是评价同类型决策单元的相对有效性的数量分析方法。该方法由美国数学家和运筹学家A. Charnes和W. W. Cooper等提出。DEA将效率的测度对象称为决策单元，决策单元可以是任何拥有可测量的投入、产出（或输入、输出）的部门、单位，如厂商、学校等（成刚，2014）。与参数方法相比，DEA方法无须预先设定函数形式，可以有效避免模型设定导致的错误。可见，DEA方法在简化算法、减小误差等方面具有突出的优越性。本章在评价区域规划政策的效率时采用的是DEA方法中的CCR模型和BCC模型。CCR模型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其得出的技术效率包含规模效率，由此通常被称为综合技术效率。而BCC模型是在CCR模型的基础上将现实的规模报酬可变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其测算出来的技术效率通常被称为纯技术效率，与CCR模型得出的综合技术效率相区别。

二、投入导向CCR模型

本章将用DEA方法中的CCR模型测算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Technical Efficiency of Policy Factors Input，TPE）。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用来反映区域利用最小的政策因素投入获得一定效果产出的能力，可以反映政策资源投入的整体转化效率（周知，2013）。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可以通过图6—1进行解释，假设有两种政策因素投入，一种效果产出。基于投入导向的DEA模型首先假设某地区只使用两种政策因素投入x1和x2，且仅有一种效果产出y，并且假设该地区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以MN线表示完全效率区域（MN线上各点的政策因素投入效率相等），HK线表示两种政策因素投入价格的比值。如果某地区以P点所代表的政策资源作为投入，那么QP线便可测量该地区政策资源投入的无效程度。可以看出，即使政策因素投入组合从P点变动到Q点，效率也没有降低。因此，可以用QP/OP来表示该地区政策因素投入可以降低的比例，进而得到某地区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TPE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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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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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于规模报酬不变条件的CCR模型可以表示如下。

假设要测量n个地区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记为DMUj（j=1，2，…，n），每个DMU都拥有m个政策因素投入指标，记为xi（i=1，2，…，m），q种效果产出，记为yr（r=1，2，…，q）。当前要测量的DMU记为DMUk，从而得到CCR模型（成刚，2014）为

[image: 6-2]




（6—2）式中，λ表示DMU的线性组合系数，模型的最优解TPE*（即θ*）代表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TPE*的范围为（0，1\]。模型目标函数的最优解为θ*，1-θ*表示被评价的DMUk在不降低效果产出水平的条件下，其政策因素投入能够缩减的最大幅度。θ*越小表示政策因素投入可以缩减的幅度越大，效率越低。θ*=1说明被评价的DMU位于前沿面上，在不减少效果产出的条件下，其政策因素投入没有等比例下降的空间，该地区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是有效的。θ*<1说明被评价的DMU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是无效的，即存在冗余，在不减少效果产出的条件下，其政策因素投入可以等比例下降的比例为1-θ*。

三、投入导向BCC模型

本章将用DEA方法中的BCC模型测算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Policy Factors Input，PPE）和规模效率（Scale Efficiency of Policy Factors Input，SE）。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反映规划区域的投入与效率最高区域的投入的效率差距（周知，2013）。规模效率表示当实现的效果产出相同时，区域实际规模和理想规模的效率差距（周知，2013）。通过对BCC模型求解，可求得规模报酬区间。BCC模型与CCR模型的主要区别就是在CCR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个约束条件∑nj=1λj=1(λ≥0)，从而BCC模型为

[image: 6-3]




本章将通过分析区域规划政策的投入和产出的关系测量区域规划政策的效率。评价区域规划政策的效率需要用到两类指标：一是政策因素投入指标；二是效果产出指标。其中，政策因素投入指标可以反映各地区政策资源的投入情况。效果产出指标反映的是政策因素投入后产生的效果。





第二节 评价指标的定义与选取依据

一、变量界定与指标定义

（一）效果产出指标

1.粮食产量

粮食产量是指谷物、豆类和薯类的生产总量。粮食关系到国计民生，粮食产量是反映经济社会发展、衡量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选择粮食产量作为效果产出指标，可以较合理地评价区域规划政策的效率。

2.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是指以货币表现的农林牧渔业全部产品和对农林牧渔业生产活动进行的各种支持性服务活动的价值总量。选择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作为效果产出指标，可以反映区域规划政策的总效果。

（二）政策因素投入指标

1.中央财政专项拨款

中央财政专项拨款是中央财政为实现特定政策目标，对地区财政提供补助的专项资金。将中央财政专项拨款纳入政策因素投入，能反映中央对规划区域的财政支出力度。

2.中央财政调入资金

中央财政调入资金是中央专门划拨的政策性资金。这一指标也能体现中央对规划区域的财政支出力度。

3.中央补助投入

中央补助投入是中央对规划区域的政策性补贴，并且包含税收返还。通过中央补助投入可以看出中央对规划区域的补助力度。

二、指标选取依据

（一）效果产出指标的依据

区域规划的纲领性文件直接引导着规划政策。因此，当评价区域规划政策时，应将其作为区域规划政策效率评价的重要参考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若干意见有关政策措施的通知》中都提到“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完善扶持粮食生产的各项政策”和“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巩固中部地区粮食生产区地位”。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中明确提出将中部地区建设为粮食生产基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要把中部地区打造成为高产稳产的粮食基地，力争在2020年使中部地区粮食产量达到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3，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可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特别重视中部地区的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部地区六省作为传统的农业大省，十分重视农业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强调要加快农业结构调整、提升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以及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促进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足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把中部六省的农业发展放在具有战略性的位置上。因此，实证分析中选取粮食产量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来反映农业在区域规划政策下的效果。

（二）政策因素投入指标的依据

政策投入是指在政策实行过程中各种投入资源及其分配的情况，而区域规划政策投入主要是指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对规划地区的资助。针对某个特定的规划区域，其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都来源于中央。因此，本章选择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中央财政调入资金以及中央补助投入作为政策因素投入。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中央财政调入资金以及中央补助投入可以反映中央对规划区域的财政支持力度。税收返还可以反映中央对规划区域的税收优惠。需要说明的是，实证分析中，税收返还包含在中央补助投入中。另外，周知（2013）在对长三角区域规划政策效率评价的研究中提出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中央财政调入资金、中央补助投入以及中央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能很好地反映在特定区域规划政策中中央对规划区域的财政扶持和税收优惠。

本章进行中部地区区域规划政策实证分析的指标体系如表6—1所示。

表6—1中部地区区域规划政策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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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一、样本选择

本章以中部地区【1】
 为样本来评价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政策的实施效果。选择中部地区作为实证分析对象的主要原因是中部地区季风气候显著，水热条件好，农业资源比较丰富，历来就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中部地区在农业生产上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此外，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中部地区的农业发展面临各种困难，然而中部六省始终把农业发展放在突出的战略地位，紧抓粮食生产，粮食生产连续几年实现丰收。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中部地区的农业发展是中部地区其他经济形式发展的基础，而粮食生产更是基础的基础，中部地区的粮食生产对于中部地区农村社会的稳定乃至整个国家的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中部地区区域规划政策效果进行评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意义。


二、数据处理

粮食产量和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2013年）。中央财政专项拨款的数据来源于《中国民政统计年鉴》（2000—2013年），而其他两个政策因素投入指标中央财政调入资金和中央补助收入的数据来源于《中国财政年鉴》（2000—2013年）。效果产出指标和政策因素投入指标的原始数据见表6—2。考虑到价格因素，在之后的实证分析中，本书对涉及价格的指标进行了数据处理。其中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1990年不变价。参考各省的统计年鉴，以1990年=100换算成1990年的不变价地区生产总值指数，然后用各省1990年的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乘以该不变指数得到各自1990年的不变价地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此外，通过构造政策因素投入的平减指数，把用现价表示的各省的中央财政专项拨款、中央财政调入资金和中央补助收入调整为可比的实际值。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作为政策因素投入的平减指数，从而将其调整为1990年价的实际值。

样本考察期为1999—2012年，中部地区崛起区域规划于2006年提出，2007年才是规划政策实施的第一年。因此，本章实证分析的重点是对2006年之后的政策效率进行评价。需要指出的是，DEA模型要求DMU的数量不应少于投入和产出指标数量的乘积，但这只是一个粗略的指导性原则，仍应考虑实际应用情况。本节实证分析中DMU的数量是固定的六个，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数量分别为三和二，满足DMU的数量不应少于投入和产出指标数量乘积的条件。考虑到实际情况以及实证结果中DEA模型的区分能力比较强，实证中采用DEA模型是合适的。

表6—2中部地区DEA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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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政策效率评价的实证结果

本章选择中部地区六省在1999—2012年的政策因素投入以及效果产出数据，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区域规划政策效率进行比较分析。具体采用DEA方法，通过CCR模型测算出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通过BCC模型测算出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规模效率以及规模报酬的变动情况，进而对其变动进行详细分析，找出相对有效的DMU，并对非有效的DMU指出具体的改进方向。

一、政策效率评价的横向比较

通过对各个省份的政策投入因素效率进行横向分析，可以了解不同省份间区域规划政策效率的差距，从而对效率相对较低的省提出改进的方向和措施。本章借鉴关于DEA效率评价横向分析的研究方法（朱南，2008），将2007—2012年的政策因素投入指标及效果产出指标数据进行平均，探讨六省在2007—2012年的平均政策效率。本章使用软件DEAP2.1计算出中部地区六省2007—2012年的平均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平均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平均规模效率及规模报酬变化（见表6—3）。

（一）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分析

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用来衡量区域以最小的政策因素投入获取一定效果产出的能力，它可以反映区域规划政策资源投入的整体转换效率。由表6—3可看出，2007—2012年中部六省的平均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为0.848，说明中部地区整体的政策资源投入转换效率不高，即中部地区的政策资源投入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很好地转化为效果产出。具体看各个省份，山西、湖北和江西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小于1，分别为0.448、0.926和0.714，其余三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都为1。

表6—3各省份及中部地区的平均效率（2007—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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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规模报酬不变，irs表示规模报酬递增。

（二）投影分析

2007—2012年，安徽、河南以及湖南三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都达到有效，它们不存在效果产出不足或者政策资源投入过多的问题。而山西和江西两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并未达到有效，但这是规模效率不高所导致的，其原因并非政策资源投入冗余或者效果产出不足。然而，湖北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没有达到有效的原因是政策资源投入存在冗余、资源利用效率低、效果产出不足。因此，对湖北省进行投影分析，其参考标杆为安徽、河南和江西。通过分析湖北省2007—2012年的政策因素投入冗余和效果产出不足，提出有效的改进方向及策略（见表6—4和表6—5）。从表6—4可看出，湖北省的农林牧渔业不存在产出不足的情况，其实际产出等于理想产出。湖北省的粮食则存在生产不足的情况，产出不足率为39.288%，湖北省的粮食产量需要增加908.059万吨才能达到理想产出3 219.377万吨。此外，从表6—5可看出，政策因素投入均存在冗余情况，中央财政调入资金、中央补助收入和中央专项拨款的冗余率分别为2.968%、2.967%和21.135%。中央财政调入资金需要减少0.503亿元才能达到理想值16.446亿元，中央补助收入需要减少30.992亿元才能达到理想值1 013.398亿元，而中央专项拨款则需要减少10.275亿元才能达到理想值38.342亿元。可见，粮食产量不足以及政策因素投入过多致使湖北省在2007—2012年没有达到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有效。

表6—4湖北省效果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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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5湖北省政策因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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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规模效率分析

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可反映当地区的效果产出相同时，规划区域的投入与效率最高区域的投入的效率差距。而规模效率反映的则是效果产出相同时，区域政策资源投入的理想规模与实际规模的效率差距。由表6—3可知，中部地区六省的平均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和平均规模效率分别为0.995和0.853。具体到各省份，除湖北外，中部地区其余五省山西、安徽、河南、湖南以及江西的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都为1，并且安徽、河南和湖南的规模效率同时也为1，也就是说安徽、河南和湖南达到了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有效。然而山西和江西两省由于政策因素投入规模偏小，规模效率低，因而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没有达到有效。湖北虽然同样未达到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有效，但其是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无效和规模效率无效双因素引起的。

（四）规模报酬分析

依据规模和效果产出的关系，可将各省份分为三种类型，即规模报酬不变（crs）、规模报酬递减（drs）和规模报酬递增（irs）。其中，规模报酬不变表示政策因素投入规模是有效的，而规模报酬递增以及规模报酬递减表示需要对政策因素投入规模进行调整。由表6—3可看出中部地区六省的规模报酬情况。安徽、河南、湖南属于规模报酬不变，且其综合政策因素投入以及纯政策因素投入均有效，这说明它们的政策资源配置是有效的，没有出现资源浪费。在后续的规划政策实施中，安徽、河南和湖南应维持目前的政策因素投入规模。而山西和江西两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分别为0.448和0.714，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都为1，其没有达到政策因素投入有效是规模无效单因素导致的。进一步分析可发现山西和江西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态，因此，它们的规模无效是政策因素投入规模太小导致的，在保持纯政策因素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扩大政策因素投入规模就可以提高它们的效率。山西和江西两省应适当加大政策资源投入，从而提高效率。湖北省没有达到政策因素投入有效则是规模无效和纯政策因素投入无效双因素引起的，并且它也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规模无效是政策因素投入规模过小引起的，也可以通过扩大政策因素投入规模来提高规模效率，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要提高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因此，湖北省应提高政策资源投入的利用率，进而可以考虑通过增加政策投入来提高其效率。

二、 规划政策效率的纵向比较

通过横向比较可获得各省份的总体政策效率情况，而通过纵向分析能够获取更多的有效信息。通过对时间序列进行纵向的政策效率评价分析，可对横向分析形成有效补充，了解各省份政策因素投入效率的持续变动情况。运用软件DEAP2.1计算出中部地区六省1999—2012年的区域规划政策效率（见表6—6、表6—7、表6—8及表6—9），本章将重点分析2007—2012年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及规模效率的变动情况。

表6—6中部地区六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1999—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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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7中部地区六省的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1999—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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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8中部地区六省的规模效率（1999—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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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9中部地区六省的规模收益变动情况（1999—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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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规模报酬不变，irs表示规模报酬递增，drs表示规模报酬递减。

（一）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分析

河南省2007—2012年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都为1，中部地区其他五省2007—2012年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变化情况如图6—2所示。依据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的变化情况可对各省进行分类。（1）总体趋势逐年上升型，包括山西和湖南两省。山西和湖南两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山西省虽然没有达到政策因素投入有效，但是却在向有效接近。而湖南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在2007—2010年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在2011年和2012年都实现了政策因素投入有效。（2）总体趋势先升后降型，包括安徽和江西两省。安徽和江西两省的综合政策投入效率先逐渐提高，但后期又呈现出恶化的趋势。安徽省在2008—2011年这几年里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都达到了有效，但在2012年其效率稍微降低。江西省在2008年达到了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有效，之后效率却逐渐降低。（3）总体趋势先降后升型，包括湖北省。湖北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先降低，之后经过调整，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逐渐提高。

图6—2中部地区各省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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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规模效率分析

从表6—7可知，2007—2012年，山西、安徽、河南和江西的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都为1。通过分析可知，中部地区六省的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比较平稳，且效率都比较高。河南省2007—2012年的规模效率都为1，中部地区其他五省在2007—2012年的规模效率变化情况如图6—3所示。同样，根据规模效率的变化情况可对各省进行分类。（1）总体趋势逐年上升型，包括山西和湖南两省。山西和湖南两省的规模效率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其中，山西省的规模效率虽然没有达到最佳，但在不断提高。湖南省的规模效率在2007—2009年逐渐提高，在2011年和2012年达到1。（2）总体趋势先升后降型，包括安徽和江西两省。2007年安徽省没有达到规模效率最佳，2008年其规模效率提升，2008—2011年其规模效率都达到1，到2012年其规模效率有轻微降低。江西省的规模效率在2008年达到1，之后几年逐渐降低。（3）波动型，包括湖北省。湖北省的规模效率先降后升，接着又呈下降趋势。2007年和2008年两年的规模效率都为1，2009年和2010年的规模效率有所下降，到2011年规模效率又回到1，到2012年又呈现出轻微降低的趋势。

图6—3中部地区各省规模效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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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章以中部地区的农业为例，采用DEA方法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中部地区崛起区域规划政策的效率进行了专题评价。通过对区域规划政策效率的横向比较可知，中部地区各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不高，安徽、河南和湖南三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达到了有效；山西和江西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没有达到有效，其原因是规模效率没有达到最佳；湖北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没有达到有效，是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和规模效率双因素所致。安徽、河南、湖南属于规模报酬不变，山西、江西和湖北三省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据此本章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第一，安徽、河南和湖南三省在后续的规划政策实施中应维持目前的政策因素投入规模。第二，山西和江西两省则可以适当加大政策资源投入，从而提高效率。第三，湖北省应提高政策资源投入的利用率，并同时考虑通过提高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和增加政策投入来提高综合政策因素效率。此外，通过对区域规划政策效率的纵向比较可刻画出中部各省效率的趋势变化，并依据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对各省进行分类。其中，山西和湖南两省为总体趋势逐年上升型，安徽和江西两省属于总体趋势先升后降型，而总体趋势先降后升型的代表为湖北省。进而根据各省份2007—2012年的规模效率变化趋势可知，山西和湖南两省的规模效率的总体趋势呈逐年上升，安徽和江西两省的规模效率的总体趋势呈先升后降趋势，而湖北省的规模效率表现为先降后升再降的波动型变化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本章对中部地区崛起区域规划政策的效率进行了评价，分析了中部六省的农业发展效率，并以此对各省份如何提高政策资源投入效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但不足之处在于，这很难充分突出区域规划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当然这也并非本章的研究重点，区域规划政策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在前一章已做了重点分析。

注释


【1】
 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江西六省。






第七章 农业发展中规划引导面临的机遇、挑战及优劣势分析——以“十三五”规划为例

“十三五”时期不仅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阶段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而且是我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冲刺时期和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关键时期。现代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支撑，是我国经济适应发展新常态、保持调整回旋余地、应对经济风险隐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深入分析我国农业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研究现代农业发展的优势和劣势、机遇和挑战，是科学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的基础工作。

当前，国内外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十三五”期间，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十分复杂。按照管理学中经典的SWOT分析框架，本章具体分析了“十三五”时期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





第一节“十三五”期间农业发展面临的优势

“十二五”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显著，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成功取得了粮食生产连创佳绩、农业生产条件不断改善、农民收入显著提高以及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四大成就。

（1）我国粮食生产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十一连增”的佳绩。“十二五”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工作，明确了农业农村工作要以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为中心，不断加大财政投入与政策支持力度，积极强化全社会的粮食安全意识，充分调动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使我国粮食生产工作在“十一五”的高起点上再上新台阶。2011年，我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1 000亿斤大关，并在2013年突破12 000亿斤大关。2014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2 142亿斤，实现历史性的“十一连增”，粮食产量连续四年稳定在11 000亿斤以上。棉油糖、肉蛋奶、果菜茶的产量保持稳定增长。在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的大背景下，我国粮食生产实现了谷物基本自给以及口粮绝对安全。据农业部的统计数据，“十二五”期间，我国水稻、小麦、玉米三大主粮的自给率保持在98%以上，做到了“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自己的饭碗主要装自己生产的粮食”，这为应对各种国际风险、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与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此外，我国依靠不断地创新研发培育了一大批品质好、产量高以及抗灾害能力强的农作物新品种。农作物良种覆盖率稳定在96%以上，这标志着在我国的农业生产当中,优良品种培育技术已普及。以三大主粮为例， 济麦22是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育成的超高产、广适、优质中筋小麦品种，它成功解决了我国冬小麦生产中高产与倒伏、高产与早衰、高产与广适性的矛盾，“十二五”期间济麦22得到大面积推广，播种面积占全国小麦种植总面积的10%以上；我国培育的优质香稻品种目前在国内高档香米市场上占据较大的份额，打破了泰国香米等国外品种在高档米市场上的垄断地位；我国培育的一系列玉米新品种在“十二五”期间屡次创造了高产纪录，新研发的玉米深松高产栽培技术效果突出，能使玉米平均每亩增产150公斤。与此同时，“十二五”期间，我国的“菜篮子”工程也取得了平稳较快发展，根据农业部的数据，2014年，我国肉类、禽蛋、蔬菜、水果和水产品等的产量位居世界首位，分别生产了8 707万吨肉类、7.6亿吨蔬菜、616万吨棉花、1.5亿吨水果、3 517万吨油料、1 332万吨食糖、2 894万吨禽蛋、3 725万吨牛奶和6 450万吨水产品。

（2）我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稳步提高，农业生产条件逐渐改善，农业生产结构不断优化。“十二五”期间，我国不断提高农业设施装备水平，着重提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加快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使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增强。以农业装备条件为例，2014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为61%，比2010年上升了9个百分点。以三大主粮为例，水稻、玉米的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均超过75%，小麦基本实现全程耕种收完全机械化，这标志着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逐渐进入以机械作业为主的新阶段。在东北，将近7 000万亩水稻通过机械化方式进行插秧，东北地区大米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此外，2014年我国的农机总动力为10.76亿千瓦，比2010年增加近1.5亿千瓦，农机工业不断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农机制造第一大国。在农业科技方面，2014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6%，为历史最高，比2010年的52%上升了4个百分点，成为我国农业增产最重要的影响因素，56%的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也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从依靠增加资源要素投入促进发展向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发展转变。与此同时，“十二五”期间，我国加大农业科技研发力度，高度重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在农业生产经营领域集中力量推动用现代科学技术来促进农业生产，采用旱作节水、深耕深松以及保护性耕作等先进实用农业技术，开展测土配方施肥，通过科学的分析检测做到合理适当地施肥和进行土壤保养工作。2014年我国测土配方施肥面积达到15亿亩，比2010年增加了4亿亩，增长幅度达到36%，而且对主要粮食作物的耕种做到了全覆盖。“十二五”期间，我国还高度重视对农业农村创新高素质人才队伍和农业科研平台的建设，建立了灵活多元的农村科技人才培养体系和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为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储备。在农业生产设备与人才得到不断完善的同时，我国的农业生产条件也在不断改善。2014年，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为9.86亿亩，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比超过50%，我国农业生产活动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强，逐步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2011年，我国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中央和地方相继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造就了一批重要的现代农业基地。国家着重建设面积为4亿亩以上的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在农业生产条件得到不断改善的情况下，这些农田每亩可增产50~100公斤。最后，在“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农业生产结构得到不断优化。2014年，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超过23万亿元，加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的比值达到2.2∶1，高于2010年的1.7∶1，如今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超过60%，这标志着我国从“卖初级农产品”向“卖农业加工制成品”的转变。

2008—2013年我国农业直接补贴总额与农业生产情况见表7—1。

表7—12008—2013年中国农业直接补贴总额与农业生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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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08—2013年《中国农业统计年鉴》与《中国统计年鉴》。

（3）我国农民收入持续较快增长，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十二五”以来，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14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9 892元，比2010年的5 919元增加了3 973元，连续十一年保持较快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一直大于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9年的3.33∶1下降到2014年的2.92∶1。2013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为37.7%，比2010年下降了近3.4个百分点，农村居民家庭设备及用品现金消费支出、交通通信现金消费支出、文教娱乐现金消费支出以及医疗保健现金消费支出不断增加，绝大部分农村家庭都拥有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有不少农村家庭还拥有小汽车。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公布的数据，2014年年底，农村网民数量达到17 800万人，比2013年增加了200万人，农村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97.8部，比2013年增加了18部。目前，网上购物已成为农民的正常的生活方式之一，不少农村地区还拥有大型超市以及电影院等，农民的业余娱乐活动进一步丰富。此外，“十二五”期间，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村减贫问题，动员各方力量，采取精准扶贫、对口扶贫以及产业扶贫等有效的政策措施，帮助贫困地区农民脱贫致富。2014年我国贫困人口为7 017万人，而2011年为1.22亿人，贫困人口减少了5 000多万人，可以说我国的反贫困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

（4）我国农村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逐步完善。“十二五”期间，我国不断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按照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在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上，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推动农村改革取得积极进展。在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中，我国坚持“三权分置”的农户承包地制度改革，即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农户承包权、放活土地经营权，进行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为更好地开展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工作，中央与地方政府积极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截至2015年6月，全国已完成实测承包地面积3.5亿亩，确权面积2.6亿亩。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的顺利开展有助于加快土地经营权的流转，鼓励与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根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年底，全国农村家庭承包耕地流转总面积超过4亿亩，比2010年增加了2亿多亩，流转面积占比超过30%。同时，我国正在不断发展与完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正着力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截至2015年6月，我国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12万家，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农民合作社超过140万家。目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已逐步成为我国现代农业生产的主力军，随着农村改革不断深入推进，我国正逐渐完善现代农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新型经营主体+社会化服务+适度规模经营”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





第二节“十三五”期间农业发展面临的劣势

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但各种风险和结构性矛盾也在积聚，尤其是一直以来就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积累、叠加，在进入“十三五”前，这些问题导致的结构性矛盾和约束性条件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业资源的紧张和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达到不可持续的临界点。我国粮食生产“十一连增”、重要农产品连年丰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建立在高强度开发和利用农业资源的基础上的，加之工业和城市发展对农业环境的污染日趋严重，经过多年积累，资源环境绷得过紧，已经趋近于不可持续的临界点（见表7—2）。在资源方面，据测算，我国每年减少耕地600万~700万亩，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压力越来越大。截至2013年年底，我国拥有耕地20.37亿亩，人均耕地约为1.49亩，人均拥有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耕地面积从2009年开始呈现出逐年减少趋势，从2009年的13 539万公顷减少到2013年的13 516万公顷，且“我国适合开发的耕地后备资源已经消耗殆尽，耕地开发利用已经达到生态的极限”（孔祥斌，2014）。在林地资源方面，根据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的结果，我国森林面积约为2.08亿公顷，森林覆盖率为21.6%，森林覆盖率低于全球31%的平均水平，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森林资源总量相对不足、质量不高。在水资源方面，我国淡水资源总量不足、利用率不高，农业年均缺水量为300多亿立方米。根据水利部的资料，我国水资源总量由2010年的30 906亿立方米减少到2013年的27 958亿立方米，人均水资源量由2010年的2 310立方米减少到2013年的2 060立方米，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30%，全国年平均缺水量高达500多亿立方米，其中，有16个省(区、市)的人均水资源量低于1 000立方米，属于严重缺水地区，有6个省（区、市）的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立方米，属于极度缺水地区。当前，我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已逼近红线，且水土资源的匹配严重失调，50%以上耕地位于北方的干旱、半干旱地区。以降水为例，我国东部地区处于季风区，降水相对丰富，而占全国国土面积一半的西北内陆由于身处非季风区，气候异常干旱，降水总量仅占全国的9%，水资源总量更是不足全国的5%。南北降水的差异也十分明显。以秦岭—淮河为界，南部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充沛，而北部温带季风气候区降水明显偏少。北方15省（区、市）拥有全国60%的耕地，水资源量仅占全国的1/3，北方地区干旱缺水，却要肩负起我国产粮大省的重任，南方地区水资源充足，但耕地面积却在急剧减少。

表7—2 2009—2013年我国农业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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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在生态环境方面，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使耕地等资源长期被高强度、超负荷利用，又因为我国的粮食生产方式仍处于靠化肥、农药和大水漫灌来提高产量的粗放生产阶段，所以地力不断下降。资料显示，目前我国耕地退化面积占总耕地面积的40%以上。此外，根据相关资料，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中国最大的面源污染，即农业造成的污染已经远大于工业造成的污染。由于过分追求产量的提升，我国的农业生产长期过量使用化肥与农药，再加上不合理地处置畜禽粪便、农田残膜等农业废弃物，土壤污染、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等环境恶化现象层出不穷。我国农药利用率为30%~40%，化肥利用率为30%，残膜率高达42%，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污染向农业农村扩散，镉、汞、砷等不断向水土渗透。全国年均超采地下水215亿立方米，超采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环境地质灾害频发，农业生态系统退化。如表7—3所示，我国农用化肥、农药和农用塑料薄膜的使用量逐年上升，在大量投入现代化农业生产要素、粮食增产的同时，我国土地资源与水资源也正遭受严重污染，成为我国未来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制约因素。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日益迫切。

表7—32009—2013年我国农业生产资料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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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第二，农产品供求总量紧平衡、结构性短缺日益严重，已经达到总量难以平衡、结构和质量安全需求难以满足的临界点。我国居民对大米、小麦等的人均消费量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开始呈下降趋势，而畜产品、水产品和蔬菜水果等高附加值农产品占食物消费的比例持续快速增长。但是，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滞后于优质化、多样化和专用化的需求结构的变化，牛羊肉、奶类等高品质产品的供需矛盾加剧。近年来，我国每年大体增加粮食需求200亿斤、肉类80万吨。随着人口总量增加、工业化城镇化深入推进，今后一段时期这一趋势还将持续，农产品供求总量紧平衡向难以平衡的临界点趋近。同时，我国人均GDP接近7 000美元，国际经验表明，我国进入了消费结构加快升级的阶段，人们不仅要“吃得饱”，而且要“吃得好”，人们对“舌尖上的安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保障粮食总量平衡的难度依然很大，实现结构平衡、质量安全的压力更加凸显。

第三，农村劳动力短缺越来越严重，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已经达到农业生产后继无人的临界点。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务农劳动力素质结构性下降，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问题突出。如表7—4所示，农村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严重，51岁及以上劳动力占到全体劳动力的1/4，劳动力素质普遍不高，文化程度大多处于初中及以下水平。劳动力转移加快，农村高素质劳动者呈结构性下降趋势，农业劳动力外流使得很多土地撂荒，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农业资源浪费。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自身认知能力有限，对新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差，农民对农业技术的掌握还停留在传统经验的基础上，多数农民凭经验、老方法种地，很少真正地使用推广的新技术。在应用农业技术的过程中，存在操作不规范，随意性、盲目性强等问题。农民参与农业新技术、新成果应用的热情不高，对政策、资金有很强的依赖性。即使政府组织培训，由于年龄偏大，农民参与农业科技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也较低，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接受技能培训的主观性不强。今后“谁来种地”与“谁来养猪”的问题已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

表7—4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及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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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

第四，农业比较效益受成本“地板”和农产品价格“天花板”双重挤压，已经达到农民消极务农不愿种粮的临界点。受生产资料、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上涨的影响，农业生产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一方面，农业生产日益呈现出“高成本”特征，而我国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完善，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据统计，2013年夏收小麦、早稻和夏收油菜籽每亩纯收益分别为152元、321元和55元。种田一亩不如外出打工一周的现象日益凸显。另一方面，农产品价格上涨遭遇“天花板”。目前，国内部分农产品价格已经明显超过国际农产品到岸价，农产品加工企业利润受侵蚀的现象极为严重，依靠托市政策提高农产品价格已经难以为继。由于我国的农业生产仍然以小规模农户为主，因此，在较低的亩均利润下，农户种粮务农的户均利润极低，大大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第五，土地和劳动力等成本日益显性化，已经到达新型经营主体能够承受的生产成本临界点。在小规模分散的家庭经营中，自家劳动力投入、自有土地投入不计入农业生产成本。近年来，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发展，土地流转面积不断增加，雇工现象已经非常普遍。此外，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农地越来越稀缺，工业和城市用地价格的不断攀升也增加了农地生产的机会成本；大量农村劳动力的流失和转移使得农村生产的老龄化现象严重，农村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农村地区的用工成本增加，土地成本显性化与人力成本显性化问题日益突出。根据《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数据，2014年我国三大主粮（稻谷、小麦、玉米）平均的生产成本为1 068.6元/亩，比2008年增加了506.2元/亩，增幅为90%，其中，人力成本由2008年的175.0元/亩增长到2014年的446.8元/亩，增长幅度高达155%；土地成本由2008年的99.6元/亩增长到2014年的203.9元/亩，增长幅度也超过了100%（见表7—5）。人力成本变化与土地成本变化是农业生产成本增加的最主要的原因。

表7—5三大主粮平均成本情况（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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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在劳动力成本显性化方面，根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从2010年起，我国农民工的增速已连续四年出现下滑，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 395万人，比2013年增加501万人，增长1.9%。2011年、2012年、2013年和2014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分别比上年回落1%、0.5%、1.5%和0.5%。农民工增速放缓直接导致用工成本的升高。2014年，我国农民工平均月收入2 864元，比2008年的1 340元增加了1 524元。不断上涨的农民工工资间接推高了农村劳动的机会成本，使得农村地区的雇工费用也在不断上涨。根据《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数据，2014年平均每亩土地的雇工费用为32.6元，比2008年的16.7元增加了15.9元，增幅为95.2%（见表7—6）。

表7—6平均每亩土地的雇工费用情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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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在土地成本显性化方面，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必须依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整合碎片化、粗放型、分散化、小规模的耕地资源，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随着土地经营规模化成为我国农业的主要发展趋势，政府鼓励与支持新型经营主体推进农业的适度经营规模。新型经营主体需要通过付租金的形式从农民手中得到流转土地来实行规模化经营。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30%，其中主要是农民之间的流转，工商资本流转的土地大约占到10%。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土地流转租金普遍达到每年每亩1 000元，江浙地区甚至高达每年每亩2 000元。由过去农户在自家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零土地成本”到如今新型经营主体每年承担每亩1 000元的土地租金，土地成本的显性化大幅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根据《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数据，2014年平均每亩土地的流转地租金为32.5元，比2008年的10.1元增加了22.4元，增幅超过200%（见表7—7）。此外，随着国家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的不断深化，农村土地、耕地价值连年增长，土地流转租金不断上升。

表7—7平均每亩土地的流转地租金情况（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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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15年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

第六，国内外农产品价格持续倒挂，已经达到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无法平衡利用的临界点。以三大主粮为例，最早在2008年就出现了玉米进口到岸完税价低于国内市场价格的价格倒挂现象，小麦最早在2009年出现了进口到岸完税价低于国内市场价格的情况。到了2012年，国内三大主粮开始呈现出全面倒挂态势（见表7—8）。以大米为例，2012年1月—10月，我国进口大米数量为198.28万吨。其中，从越南进口的大米数量占到大米进口总量的66.7%，越南大米由于生产成本低廉且连续两年增产，价格优势明显，中国进口其大米每吨价格为3 400元左右，而中国国内市场大米每吨价格达到3 600元甚至更高。

表7—8国内外三大主粮的价格比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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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中的国内外价格比是指粮食进口到岸价格与国内市场价格之比。

资料来源：《2004—2013年中国粮食发展报告》。

除了三大主粮以外，其他农产品也出现了国内外价格倒挂现象。以棉花为例，2012年，我国从国外进口的棉花价格大大低于国内棉花的市场价格，自国外进口的棉花价格为每吨14 000元，自印度进口的棉花到岸含税价格甚至低到每吨13 000元，而国内市场棉花价格为每吨18 500元，比国外进口棉花的价格每吨要高4 500~5 500元。2015年，我国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现象仍然存在，根据2015年1月到9月的平均价格，我国小麦批发价比关税配额内进口到岸完税的国外小麦成本价大约高出37%，大米价格高出42%，玉米价格高出51%，其中，稻米、小麦、玉米和大豆的国内外价差分别为0.6元/斤、0. 51元/斤、0. 37元/斤、0. 78元/斤。目前，我国粮棉油糖肉等主要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价已全面高于国外产品配额内进口到岸税后价，有些产品甚至一度高于配额外进口到岸税后价，农产品价格倒挂现象不断持续。随着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和农产品供需结构进一步失衡，未来利用国际市场调节国内余缺的趋势不会改变，部分农产品的进口总量可能进一步增加，自给率可能进一步下降。但统筹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还面临诸多挑战。首先，国内贸易保护政策对农产品进口的调控有限。我国农产品的平均关税只有世界的1/4，特别是关税配额管理在2020年将完全取消，依靠贸易政策调节进口规模和节奏的作用有限。其次，目前国内外农产品价差扩大的趋势不可逆转，托市政策往往导致“托国内、收世界”和价格“天花板”现象明显；“四补贴”总额已经超过1 700亿元，受WTO谈判中特定农产品支持总量的约束，通过增加补贴降低成本、平衡国内外价格倒挂的空间已基本不存在。再次，农业“走出去”难度大。全球优质农业生产资源已几乎被瓜分殆尽，很难开发未利用资源，“走出去”人才缺乏、资金不足，打造全球农产品供给链的难度越来越大。此外，我国国际贸易“大国效应”明显，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过度依靠国际市场保证国内需求的风险极大。

第七，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受宏观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制约，已经达到政府支持效能递减的临界点。我国财政支农历经十年持续大幅增长，基本实现了支农投入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对我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及农民增收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2013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超过1.37万亿元，与2003年比翻了四倍。据测算，2007年之后，到户的农业补贴增量与粮食产量增幅相关性已接近于零。现有的农业投资项目小散乱杂、多头管理，一直没有形成有效合力，资金利用效率较低；部分农业补贴政策的对象不甚明确、方式不尽合理，与农业生产脱钩，补贴效能较低；价格政策存在逆向调节现象，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市场波动。此外，在农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农业比较效益持续下降、资源环境压力日益趋紧的新形势下，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由强变弱，甚至有一些补贴政策已经难以适应农业发展的新要求。以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例，我国粮食价格在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支撑下，连续多年保持上涨态势。2008—2014年，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连续六年上涨，成为粮价上涨的重要支撑。“托市收购”加上专项粮食储备使粮食的“政策市场”越来越大，而市场调节的空间却相对萎缩。同时，储备粮采用竞价方式顺价销售，进一步强化了“托市价格上调、销售价格跟涨”的局面。当前国内外粮食价格倒挂导致粮食大量进口，国内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单纯依靠提高托市收购价格保证农民种粮积极性的空间越来越小，效应也越来越小，国际农产品价格在某种程度对国内农产品价格形成“天花板”效应，而我国农产品生产成本则形成“地板”效应，如今“天花板”在不断地压下来，而“地板”在不断地上升，农业补贴政策可以发挥的空间在逐步缩小。再者，从农民收入增长结构看，当前我国农民收入已经形成了工资性收入与家庭经营收入双增长的基本格局，但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正大幅上升，而家庭经营收入的占比在不断下降。与1990年的情况相比， 2013年农户家庭经营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从82.4%下降到42.6%，工资性收入的占比从不足15%上涨到45.3%，工资性收入的占比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性收入的占比，成为农民的第一大收入来源。2013年，农民人均收入中来自种植业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不到1/4，但现行的农业政策，无论是各部门的支农项目还是“四补贴”，主要目的都在于强化和支持农业生产经营，即农业政策的导向和着力点仍然局限在种植业。随着城镇化和农地流转的加速，城乡劳动力市场逐步完善，农民职业化程度大幅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必将进一步增长，其对农民经营决策的影响将继续加大，未来农民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去追求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如果支农政策不能及时对此做出调整，那么将会导致以增加农民种植业收入为目标的各种农业补贴的效果越来越低。最后，我国农业补贴在具体执行中大多按照农户家庭耕地面积进行发放，实际上成为一种收入补贴，对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效果有限，特别是在涉及面最广的“四补贴”中，除了农机具购置补贴外，其他三项（良种补贴、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农业生产资料综合补贴）都是和农户第二轮承包土地的面积挂钩的，与种粮产量并没有直接关系。根据农业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6月底，全国通过各种方式流转的土地达到3.8亿亩，流转后土地的使用效率大大高于流转前，但得到流转土地的农业生产者却无法获得补贴。





第三节“十三五”期间农业发展的机遇

一是新常态下我国经济总体向好、稳中有升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调速不失势、量增质更优。根据《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1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63.64万亿元，同比增长7.4%。尽管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GDP增速最慢的一年，比过去的高速增长略有减缓,但既没有出现所谓的“经济硬着陆”，也没有失去全球经济增长重要引擎的地位。从全球各个主要经济体的发展情况看,我国GDP7.4%的增速仍位于前列，而且值得注意的是,我国2014年GDP7.4%的增速对应的经济增量约为5万亿美元，经济增量超过我国1994年的GDP总量，这意味着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量的含金量更高。此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4年，我国全部工业增加值为227 991亿元，较2013年增长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2013年增长12.3%，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10.6%；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0.5%，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0.4%。从产业结构看，2014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2013年增长8.1%，占GDP的比重为48.2%，比2013年提高1.3个百分点。此外，我国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2%，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大驱动力。数据显示，我国产业结构正在逐步优化，产业转型升级正在不断改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向国内消费驱动转变，经济运行质量效益不断提升。同时，我国资源使用效率正在不断提升，由过去的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高技术、低消耗的集约型发展方式转变。2014年我国平均每一万元GDP能耗比2013年下降了4.8%，每一万元GDP耗水量为112立方米，较2013年减少了6.3%，劳动生产率为72 313元/人，比2013年提高了7%。劳动生产率与平均每一万元GDP能耗“一增一减”的数据表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效率正在不断提高，经济正处在向中高端演化的过程。在人民生活就业方面，2014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1 322万人，物价指数基本保持稳定，粮食生产取得“十一连增”的佳绩，凸显出我国经济增长平稳、结构优化、质量提升、民生改善的运行全景。

二是在国家政策支持方面，中央始终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从2004年开始至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12年发布以“三农”为主题的一号文件，强调农业问题的重要战略地位，并从2005年取消农业税开始，我国政府不断实施反哺农业的政策，采取粮食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等支持政策与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与农机具购置补贴的农业“四补贴”制度，以及农业科研与推广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每年补贴农业总额不断上升，形成了一个“综合补贴和专项补贴相结合”的农业补贴支持政策体系，对保护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的支撑作用。国家对农民的直接补贴资金额度从2004年的145.20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 675亿元。对农民持续的大幅补贴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使得我国粮食播种面积不断扩大，粮食产量逐步提高，可以说，农业补贴政策有效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此外，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十三五”时期，全党必须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扎实做好脱贫开发工作，着实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水平。作为一个农业大国，我国的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七成以上。农业、农村、农民始终是国家安定和改革发展的基础与依靠。只有强其重中之重的地位，才能确保饭碗任何时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只有强化其“重中之重”地位，才能补齐全面小康的短板；只有强化其重中之重的地位，才能激发“三农”的发展活力。可以说，解决好“三农”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

表7—9汇总了2004—2015年我国的中央一号文件。

表7—92004—2015年我国中央一号文件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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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随着农业农村改革的深入推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发挥，为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十二五”期间，我国政府不断深化农业农村管理改革，在农业市场化建设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1）随着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种养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的不断发展，基本确立了各类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市场主体地位。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拥有的家庭农场超过80万家，农村合作社超过120万家，土地使用面积超过50亩的农业专业大户超过120万家，农业龙头企业超过12万家。（2）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各种市场流通壁垒的逐步消除，我国农业生产要素基本实现市场配置，农业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不断提高。目前我国土地流转率已经达到30%，其中主要是农民之间的流转，工商资本流转的土地大约占到10%。（3）随着由农贸批发市场、区域性市场以及期货市场三者共同组成的现代农产品市场体系的不断发展，我国农产品市场定价机制正逐步完善。如今我国的农产品可以基本无障碍地实现全国范围流通以及全球范围流通，农副产品收购基本以市场调节价为基准。（4）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农业法》为核心、以相关行政法规为主干的农业法律法规体系，标志着我国农产品市场规章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以及农产品市场准入、监测及监督等制度的基本建立，这将对我国农业的生产、流通与销售领域起到监督规范作用，对促进我国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5）随着我国以最低收购价、临时收储以及目标价格为主体的价格政策的不断完善，以“四补贴”为主体的农业补贴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农业综合科技创新能力为代表的农业公共投资力度的不断加大，以农业保险为代表的金融保险服务的不断推广，我国的农业宏观调控能力正在逐步提高，农业的可持续生产能力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改善。

四是通过进一步深化粮棉流通体制改革，推动市场主体多元化发展，全面放开了农产品市场和价格，逐步确立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主体的现代管理体制。根据《2014年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额从2010年的1 208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1 945亿美元，其中，农产品进口额增长较快，由2001年的117亿美元增长至2014年的1 225亿美元，年均增长高达20%，是21世纪以来农产品进口额增长最快的国家，同期农产品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12%。自2011年起，中国农产品进口总额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农产品贸易国。2014年，我国鲜活农产品的总产量为12.4亿吨，同比增长3%。随着农产品产量的增加，我国农产品市场的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成交额达39 785.3亿元。在国家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的支持下，各类农产品市场主体快速发展。2014年，全国共有农产品批发市场4 512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超过12万家，农民合作社116万个。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农超对接、电子商务等新型流通模式快速发展，农产品流通模式日益多样化，我国逐步确立了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主体的现代管理体制。

五是物联网、“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分子育种等先进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理念加快推广普及，为现代农业建设提供了强大的技术动力。农业物联网是指通过农业信息感知设备，把农业系统中的动植物生命体、环境要素、生产工具等物理部件和各种虚拟“物件”与互联网连接起来进行信息交换，以实现对农业对象和过程的智能化识别、定位、跟踪、监控和管理的一种网络。当前我国农业物联网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以农业传感器、网络互联和智能信息处理等农业物联网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为重点，以探测农业生态资源环境，感知大田、果园动植物生命信息，农业机械装备作业调度和远程监控，农产品与食品质量安全可追溯，服务平台集成，标准体系制定等方面为重要应用发展领域，以农业传感器和移动信息装备制造产业、农业信息网络服务产业、农业自动识别技术与设备产业、农业精细作业机具产业、农产品物流产业等为重点战略新兴产业的格局，逐步形成了集关键技术研究、标准制定、产品研发、平台构建、应用示范于一体的发展技术路线。农业大数据有助于农业生产者充分探寻与挖掘各种农业生产资源与生产要素的生产潜力，寻找最合理的要素配置关系以及最佳的使用方法与路径，通过精确计算最优化配置模式来实现农业生产需求变化与资源变化的高度充分融合，做到农业生产的一体化、最佳化与系统化。如今，我国只有通过对高科技大数据的合理运用才能改变过去传统农业以追求产量为主、过分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方式，实现数量质量效益并重、产出高效、产品安全、环境友好以及资源节约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才能提高我国的农业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我国农业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云计算是未来互联网发展的趋势和方向。其高可靠性、高适用性、高可扩展性以及廉价的特点使得云计算与传统的互联网服务相比，更适用于信息技术应用水平较低的地区。此外，将云技术引入农业信息化领域有助于农业信息平台的建设以及满足我国农业信息资源整合管理的需求，通过建立体系完善的农业信息化网络管理平台可以极大地促进我国农业信息化的推广，从而推动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以及各级政府共同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我国农民的互联网意识不断加强，农产品电商的规模日益扩大。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的数据，2014年全国农产品电商交易额超870亿元，较2013年的500亿元增长了74%，目前我国已有各类涉农电商3.1万家，其中涉农交易类电商有近1 000家，阿里巴巴、顺丰优选、京东等大平台相继投入农产品电商，不同程度地推动了农业电商化。据预测，未来五年，我国农产品电商交易额将占农产品交易额的 5%。与传统的农产品销售模式相比，农产品电商省去了销售的中间渠道与环节，缩短了农产品从生产到销售的时间，同时解决了农资下行和农产品上行的流通问题，提高了流通效率，降低了流通成本。发展农产品电商可以促进信息流动、方便产业协调、提高市场透明度、增强农业生产者适应市场的能力。政府如今也在不断重视农产品电商的发展，更多的政策正向农产品电商倾斜，以便将互联网创新成果与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服务深度融合，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发布了《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全面部署指导农村电子商务健康快速发展。该意见强调，到2020年，初步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安全可靠、绿色环保的农村电子商务市场体系；财政部印发了《农业综合开发扶持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指导意见》，鼓励发展“互联网+农业”，积极支持优势特色农产品电子商务平台建设；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积极发挥新消费引领作用加快培育形成新供给新动力的指导意见》，表示支持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涉农电商平台建设，促进线下产业发展平台和线上电商交易平台结合。巨大的市场潜力以及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为我国农产品电商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条件。

六是国家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坚持大胆探索、试点推进、区域示范，各地不断探索现代农业建设的模式和路径，为实现农业现代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部署后，农业部按照严格标准、严格程序、严格审核的原则先后通过以及认定了三批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示范区总数达到283个，目的在于通过“立标杆、作示范”的方式带动全国其他地区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提高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十二五”期间，我国农业示范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提高，各项经济指标都位于所在区域的前列，真正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根据《2014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水平监测评价报告》，“十二五”期间我国的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现代农业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综合生产能力在所在区域处于突出地位，整体呈现出农业生产能力强、资源使用效率高、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以及持续发展后劲足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现代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2014年，我国153个示范区的粮食总产量达到2 831亿斤，占全国粮食总产量的1/5以上，现代农业发展水平持续高于全国其他地区，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13 000元，增幅高达10%，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农业示范区的粮食单产为467公斤/亩,较全国平均水平高30%，劳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达到2.9万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的20%，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2万元，远超全国平均水平。（2）现代农业示范区的物质装备水平不断提高。2014年，我国农业示范区的高标准农田面积占比达到51.7%，农业示范区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76%，较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5个百分点，意味着示范区农业机械化得到大面积的推广，开始进入成熟发展的新阶段。（3）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农业经营管理不断改革创新。根据最新的数据，我国农业示范区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占比为55.5%，农户参加农民合作社的占比为46.4%，规模化畜禽养殖的占比为63.7%，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以及合作经营为主的创新型农业经营方式正在不断完善推进。（4）一些现代农业示范区逐渐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建设模式，例如黑龙江垦区现代化大农业建设模式、贵州省湄潭县山区特色农业建设模式、陕西延安市节水生态农业建设模式、浙江省慈溪市“两区”农业建设模式以及天津市武清区都市农业建设模式等，这些示范区不仅自身建设和发展速度快，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带动作用，而且通过建立健全区域合作交流机制带动了周边其他地区的发展。建设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要部署，是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举措。“十三五”期间，我国仍将坚持推动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建设，推动我国农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

七是“一带一路”建设将为中国农业全球战略提供支撑。“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战略是目前我国最高的国家级战略。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在2015年3月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重要窗口的作用，深化与中亚、南亚、西亚等国家的交流合作，形成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文化科教中心，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可以说，“一带一路”战略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对合作发展理念的倡议，它主要依靠中国与沿线国家既有的双边和多边机制，借助区域合作平台来推进合作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愿景是与各方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如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我国农业发展带来了重大的历史机遇，它为我国农业的对外开放与全球化战略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对我国的重要农产品供给与国家粮食安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一带一路”战略可以促进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的农业食品产业进行产能合作。在农业食品的国际产能合作的大背景下，我国可以更好地实现国内农业食品产业的价值链延伸，通过投资、建设与合作等方式形成覆盖“一带一路”区域的农业供应链，提高我国农业食品产业的发展水平，促进我国农业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增强我国农业食品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2）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我国可以实现与周边国家（地区）农业资源的互补。通过实施新型国际农业合作战略，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可以充分发挥各自的农业资源优势，提高农业科技水平以及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这有助于增加粮食供给，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3）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我国与沿线国家（地区）可以在区域合作框架下，逐步形成高水平的自贸区网络，建立稳定、公平、合理的区域农产品市场体系，使沿线各国家（地区）能够分享农业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





第四节“十三五”期间农业发展的挑战

从外部挑战看，一是国际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其对国内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十三五”期间全球经济好于“十二五”时期，但受世界经济再平衡和大国博弈的影响，国际竞争比以往激烈，世界经济复苏对我国经济的带动作用比以往有所减弱，势必影响农产品需求和农民就业；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区域贸易自由化有取代全球贸易自由化之势，TPP、TTIP等区域性贸易谈判加快推进，全球经贸主导权竞争日益激烈，我国在国际农业贸易竞争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加大。以TPP为例，它是一项从2002年开始酝酿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TPP协议强调贸易自由化和农产品零关税，其中在农业方面的谈判包括动植物检验检疫统一规范、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透明和反腐与监管、劳动者保障以及企业公平竞争等。可见，TPP已从传统狭义的贸易协定拓展成为现代广义的贸易协定。TPP对我国农业存在潜在冲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现在美国阻碍我国加入TPP谈判，并拒绝我国参与TPP规则的制定，压缩我国在规则制定上应有的发挥空间。（2）TPP新规则的贸易自由化和农产品零关税对我国农业有重要的影响。我国的粮食生产成本较高，粮食安全主要建立在现有进口关税以及配额制度的保护的基础上，如果我国的粮食关税下调或关税配额增加，那么粮食安全将会面临国外粮食进口的不断冲击。在未来全球经济融合一体化发展的情况下，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将不仅取决于我国的粮食生产能力，而且取决于我国的粮食国际竞争力。

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供求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可能对农产品生产、价格和贸易产生深远影响。在国际市场上，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基本都采取了强有力的财政和金融刺激政策，在货币超额供给的情况下出现了大宗商品价格普涨的情况，全球经济出现一轮明显的通货膨胀，粮食价格也随之提高，但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进度缓慢，加上美元强势，大宗商品的价格明显下挫，粮食价格也是如此。以玉米为例，从2012年开始，巴西的玉米价格呈下降趋势，2014年巴西的玉米价格比2012年下降了52%；美国的小麦价格从2012年开始下降，2014年美国的小麦价格比2012年的价格下降了23%；越南大米的价格从2011年开始逐年下降，2013年越南的大米价格比2011年的价格下降了7%，同期中国的大米价格上涨了22%。此外，全球石油价格正在不断下跌，2015年石油价格约为2008年价格最高峰时的1/5。此外，发达国家页岩气、生物质能源的开发进程明显加快，正悄然推动能源革命。2009年以来，美国凭借先进的开采生产技术成为世界上唯一实现页岩气大规模商业性开采的国家。得益于页岩气产量的快速增加，2009年美国的天然气产量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加快了全球油气生产中心西移、消费中心东移的趋势。在过去，传统的油气生产中心主要集中在东半球的俄罗斯、中东与西非的部分国家，但随着近年来美国页岩气的崛起，西半球逐渐成为世界油气的供给方。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正在推动美国工业复兴。得益于页岩气的低成本开采，美国天然气的生产成本较低，间接赋予了美国企业巨大的竞争优势。美国的“页岩气革命”正推动世界油气地缘政治格局的结构性调整。由于能源自给率不断提高以及对国际能源市场依赖度不断降低，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得到显著提升，而中东产油国及俄罗斯对世界油气市场的影响力减小，这可能引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在生物质能源方面，生物质能源开发进程的不断加快正影响玉米、糖料等农作物向燃料乙醇的转化。目前各国主要发展的是第一代生物质能源，主要使用的原料为玉米、小麦、糖类和油料等。从2003年以来，全球生物质能源发展规模急剧扩大，仅在2007年，世界各国的液态生物燃料产量高达3 600万吨，其中生物柴油为7.56万吨，乙醇汽油为2 857万吨。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和出口国，其生物质能源战略影响着国际粮食供给。根据统计资料，因大规模发展生物质能源，美国三大粮食作物的种植结构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与2003年相比，2013年美国三大作物的总种植面积增加了6.5％，其中稻谷的种植面积减少了17.7％，小麦的种植面积减少了14.9％，但玉米的种植面积却增加了23.6％。生物质能源的发展从三个方面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粮食安全。（1）总量效应。21世纪以来，由于生物质能源的发展耗费了大量的玉米、小麦和粗粮，因而虽然全球小麦、玉米和大米的总产量在不断增长，但世界食用粮的供给仍然在下降。以美国为例，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2003年美国的三大粮食出口量占世界总出口量的比重是31.8％，2011年该数字则降至27.8％。（2）结构竞争效应。以美国为例，由于目前美国的生物质原料以玉米为主，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增加，产量增长明显，而小麦和其他粮食作物的产量不断减少。（3）示范效应。由于美欧和巴西等对生物质能源进行大规模发展，因而出于对未来能源市场的担忧，印度、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发展生物质能源，农业资源极度稀缺的日本和韩国也制定了庞大的生物质能源发展计划。综上可见，生物质能源的大规模发展已经给世界粮食安全造成了较严重的影响，且未来的影响会更大。除此以外，如图7—1所示，美元指数从2014年中期持续走强，在美元坚挺的背景下，受投机需求减少及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农产品的供求格局发生了深刻的调整，使得国内农产品市场的变化加剧。

图7—1美元指数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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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世界主要国家的农业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可能增大农产品贸易风险。美国、欧盟、日本都开始实行新一轮的农业政策，采取更为市场化的方式完善农业调控与管理，进一步加大对农民收入的支持力度，支持保护手段更加隐蔽，一定程度上对我国造成了压力，可能加大我国农业面对的风险。以美国为例，为了巩固其在世界粮食市场上的霸权地位，通过长时间的不断调整，美国政府明确了完整的粮食安全霸权策略，主要是以国内法案为基础，以大量补贴和技术专利为手段，以美元为支撑，以粮食贸易自由化为切入点，以对发展中国家的粮食援助为辅助工具，通过在全球低价倾销挤垮发展中国的粮食产业，使发展国家丧失粮食自给能力。在农产品贸易自由化过程中，美国一方面与欧盟及G10集团争得难解难分，极力主张削减农产品出口补贴和取消边境保护，另一方面却又通过更全面、更完整的立法对农业展开更大规模的保护。2008年9月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急速抬头，以美国新的农业法案为例，该法案不仅延续了以往的固定直接补贴、营销支援贷款、反周期补贴以及贷款差额补贴等措施，而且提高了部分商品的目标价格和贷款率。欧盟最近也正着手进行农业政策调整，虽然从表面上看是削减了农产品的直接出口补贴，但以直接收入补贴代替了价格补贴和出口补贴等政策，不断提高其粮食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占有率。当欧盟内部的市场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时，欧盟会对出口商给予补贴，以保证欧盟的粮食出口商具有与其他出口商竞争的能力。欧盟为了确保区域内的粮食安全，防止粮食种植受到冲击，采用了较为严格的进口限制和出口补贴政策。（1）欧盟对小麦实行全球配给，对木薯、玉米、高粱则实行部分国家配给。尽管欧盟通过对进口粮食实行“门槛价格”等措施来控制粮食进口，但在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的粮食进出口没有任何税收。（2）欧盟对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非常多，补贴主要集中在向发展中国家输出的农产品上，这扭曲了国际粮食贸易机制，导致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供应过剩、进口国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下跌和进口国的农产品竞争力下降。为规避贸易摩擦，日本政府一方面积极遵守协定，逐步减少农产品的关税、进口限制、价格补贴，另一方面则对主粮产品实行高关税政策，并设置各类贸易壁垒。例如，零关税的农产品占23.9%，10%以下关税率的农产品占51.9%，农产品整体的关税率仅为11.7%，低于欧盟20%的关税水平。同时，为了缓冲进口农产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日本对大米实施二级税率，对市场准入量范围内的大米实行低进口关税，对超过部分征收高关税。大米总体的关税率已达到406%。日本是进口大国，考虑到国内粮食生产能力有限，世界上粮食进口国多、出口国少的实际，为防止因进口地单一化而受制于人，其鼓励粮食贸易主体与进口地多元化，坚持走进口渠道多样化道路。除了与许多国家签订长期进口粮食的协议之外，日本还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提供技术援助，促进其农业发展，为从这些国家引进食品创造机遇。同时，日本通过在国外建立农业企业的方式解决粮食进口问题，达到实现进口粮食基地多样化的目的。在发达国家（地区）中，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补贴仅次于欧盟。

四是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三期叠加”的阶段，经济发展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有可能减弱。“三期叠加”是指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叠加。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是指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正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的发展时期；结构调整阵痛期是指我国经济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的时期，这是一个艰难的调整过程；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指我国如今正处于消化经济刺激政策所带来负面影响的时期。在“三期叠加”阶段，消化产能、调整结构的任务十分艰巨，形势错综复杂，不仅影响农产品市场需求、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数量和工资水平，而且可能导致工业化对农业现代化的促进作用减弱，城镇化对新农村建设的带动作用减弱。我国的农业也正处于“三期叠加”所带来的困境。（1）农业增长速度换挡期。当前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喜获“十一连增”，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粮食生产的增长幅度正在逐年减小，粮食生产工作正进入稳定发展期。在这个时期，粮食生产的增长速度从“高歌猛进”变成“波澜不惊”，就像一辆高速行驶的列车忽然减慢速度，这必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原来高速发展过程中所隐藏的矛盾也将集中暴露出来。一方面，农业生产受到越来越大的资源约束，土地面积每年减少数百万亩，耕地土壤环境质量恶化，水资源日益短缺，农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步伐的加快、人口总量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刚性增长，预计到2020年我国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1.4万亿斤，在粮食产量已经达到1.2万亿斤这个高水平的基础上，如何保持每年增产300多亿斤是一个难题。（2）农业结构调整阵痛期。随着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农业发展进入新阶段，农业综合生产成本快速上涨，农产品供求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对外依赖程度提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任务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农业必须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加快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基于新优势制定新的发展战略。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产品供求关系逐步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由过去单一的资源约束变为资源和需求的双重约束，农产品的结构和质量问题成为当前农业发展的突出矛盾。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由温饱向小康迈进，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明显上升，并且表现出农产品需求多样化的特点。面对这种市场需求的变化，迫切需要农业生产从满足人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向适应优质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转变，从以追求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并重转变。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的国际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农业的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根据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需求来安排农产品的生产，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的生产资源来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有利于扬长避短发挥优势，提高我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目前看，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化，依靠增加农产品数量或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增加收入的潜力已经不大。而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发展名特优新产品，一方面可适应市场优质化、多样化的需求；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农业资源一方面相对短缺，开发利用过度；另一方面配置不合理，利用率不高，浪费严重。通过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挖掘资源利用的潜力，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就可以使资源的有效利用与合理保护相结合，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3）农业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国实行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对托起粮食价格和市场、保护农民利益起到了根本性的保护作用。但是，这也使粮食市场价格“托底”信号显著，对粮价“只涨不跌”的预期增强，粮食价格形成机制及市场价格信号被扭曲，粮食市场呈现出“政策化”趋向。由于我国粮价市场形成机制不健全、不完善，因而目前最低收购价就有意无意地起到了市场参考价的作用，形成了“风向标”和“标杆效应”，加之托市粮食竞价销售体制不顺、机制不活，对市场预期的干扰太大。我国粮食价格在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支撑下，连续多年保持上涨态势。2008—2014年，我国粮食最低收购价格连续六年上涨，成为粮价上涨的重要支撑。我国小麦市场2006年开始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从2008年至2014年国家已经连续七年提高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格，国标三等白麦收购价由2006年的0.72元/斤提高至2014年的1.18元/斤。同时，储备粮采用竞价方式顺价销售，进一步强化了“托市价格上调、销售价格跟涨”的局面。根据农业部的数据，在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小麦和玉米价格在近六年的上涨幅度超过60%，籼稻价格的上涨幅度超过90%，而粳稻价格的上涨幅度更是超过 100%。目前，我国整个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在保护农民利益的前提下，应逐步用以农产品为基础的目标价格补贴替代最低收购价格政策。

五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财政支农增量大幅提高的可能性减小。随着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高速，财政收入增幅回落较大，尽管中央明确表示“不管财力多紧张，都要确保农业投入只增不减”，但是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集中使用已经成为农村改革的关键环节，在农业农村发展调结构、转方式的过程中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由2000年的1.34万亿元增至2012年的11.72万亿元，年均名义增长率约为20%，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影响后实际增速也高达15%，远超同期的GDP增长率。同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14%上升到2012年的23%，这一比例创了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的新高。然而，从2013年开始，我国的财政收入增幅不断增大的态势开始逆转，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减缓，全国财政收入增幅也出现同步下跌。根据最新的数据，2015年上半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79 600亿元，同比增长6.6%，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35 948亿元，同比增长4.7%；地方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43 652亿元，同比增长8.3%；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的税收收入为66 507亿元，同比增长3.5%。财政部指出，2015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幅偏小。从收入方面看，基层政府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趋势明显，财政收入质量不高。受煤炭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的影响，山西基层政府财税收入下滑情况严重，仅在2015年的上半年，山西省就出现了大部分县级政府的财政收入下降的情况，其中有50个县的财政收入降幅高达20%以上。从区域看，中部、西部以及东北地区，或者依赖资源、重化工业税收，或者在税源过于单一的情况下更多地依赖房地产税收，目前压力普遍较大。受财政收入持续下降的影响，财政支出刚性增长压力加大，尤其在县级财政这一层面，甚至出现了欠发工资的情况。





第五节 本章小结

政策的科学编制和实施必须依赖于现有的社会、经济、制度环境。只有事先分析现有的环境基础，才能制定合理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本章以“十三五”规划为例，具体分析了农业发展环境和条件的深刻变化，为后续规划政策的科学编制奠定了基础。

本章采用SWOT分析法对现阶段农业发展遇到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逐一进行了考察。研究结论如下：首先，我国农业产量连年增长，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新型农业组织开始引领农业发展新模式，这些构成了我国农业现阶段的优势，这些优势对农业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其次，农业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劣势，比如资源环境恶化、农业生产成本上升、农产品供求失衡、农业比较效益偏低、国际贸易处于劣势、政策支持效果不再明显等，面对劣势需要改变传统的支农政策思维，积极推进发展现代的、新型的农业；再次，稳定的基本面、持续的政策支持以及技术创新等是农业发展难得的优势所在，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最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都在历经大的变革，在农业农村发展调结构、转方式的过程中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





第八章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规划作为对未来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问题的思考，是设计未来行动的一整套方案，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其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重要工具，已日益受到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但在规划实践领域与规划的重要性不相符合的是，目前关于规划实施效果的评估与绩效评价体系还不完善，现有的规划监测评估体系也存在诸多的局限性，尤其是有关涉农规划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尚不多见。本书正是在上述有关规划的研究背景下，通过构建相关的经济学和管理学模型，尝试回答了规划引导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这一关键性问题。本章在前文各章节的基础上，提炼出了本书的基本研究结论，同时基于这些结论，深入阐释了其政策含义。





第一节 基本结论

本书在借鉴国内外有关规划内涵、规划体系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两个方面重点分析了规划引导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影响。基于这些研究，本书主要得到了以下结论。

第一，规划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国自实行市场化经济改革以来，计划经济不断向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市场经济日趋成熟，而规划作为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日益受到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不过，在规划的实践层面上，我国对规划的政策效果评估与绩效评价体系尚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深入发展，急需建立起规划绩效的评估体系，以回应社会各界对规划评估的关切。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历经多次探索与实践，基本确立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由分管领导主持，国家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共同参与的规划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探索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1978—1993年、1993—2003年、2003—2013年，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确定了农业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

第三，规划中有关农业发展的内容十分丰富，并且从绩效评估看，涉农规划对农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但在执行规划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规划对农业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扎实推进，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有所增强，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水平大幅提高，农产品流通体系初步形成，城乡差距有所缩小，资源环境保护日益得到重视。同时，执行规划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区域规划中的农业农村发展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农业生产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地方规划助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农业农村发展与资源和环境的关系未得到足够重视。

第四，采用DID模型对中部崛起的区域规划政策效应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中部崛起政策在样本期内并未对农业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相反，相关支农措施的滞后性和政策的城市偏向和工业偏向特征，以及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对农业产生的替代效应，导致此项政策对农业的影响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产业结构系数在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框架下对农业生产并未造成显著影响，从侧面说明三次产业并非完全是竞争的，也能够实现共同发展。除此之外，研究还表明我国农业机械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农业产出增长，而劳动力、土地等投入要素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农业结构调整与比较优势理论不一致，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

第五，基于DEA模型，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角度对中部地区区域规划政策效率进行实证评价。从各效率指标的动态变化看，中部地区各省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可以分成逐年上升型、先升后降型、先降后升型三类；纯政策因素投入效率比较平稳，且效率都比较高；而中部地区各省的规模效率变化则可以分为逐年上升型、先升后降型、波动型三类。

第六，采用SWOT分析法对现阶段农业发展的优势、劣势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逐一进行了考察。





第二节 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市场化的农业管理体制，但市场对农业资源的配置并不是万能的，存在“市场失灵”现象，再加上农业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政府干预对农业资源的配置显得十分必要。同时，政府在实施干预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间的关系十分重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是政府对农业进行有效管理和调控的基本前提。而规划作为各级政府对农业管理和调控的手段，在政府和市场博弈的过程中起着连接政府和市场的桥梁作用。因此，本书在分析规划政策对农业农村发展影响的基础上，试图结合研究结论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规划体系，协调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规划，将规划统一于我国农业发展之中。从宏观角度看，由中央政府制定的计划（规划）包括三类。为了实现三类规划的政策目标，地方各级政府还会依据三类规划制定各自的次级规划，规划体系网由此展开。目前来看，我国的这张规划体系网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例如规划体系繁冗、规划间缺乏连贯性、不同规划间的内容相互交叉甚至冲突等。诸多问题的存在使得规划对于农业发展、农业增长的引导作用受到了明显的限制，无法完全释放规划所具有的促进力。因此，完善规划体系，协调不同类型、不同内容的规划，将现有规划统一于我国农业发展之中，对于政府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找准职能定位、有效发挥规划对农业发展的引导作用都有着重要意义。

第二，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建立合理的农民和其他社会主体参与机制。目前，我国区域规划主要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的，尤其在涉农项目上缺乏“自下而上”的动力，导致发展面临乏力问题。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旨在推动农业农村发展的模式要想取得成功，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在区域发展项目的规划、实施、监测和评估的各个阶段保证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可以形成“自下而上”的公共行动，这在短期内可以成为对国家行动的有效补充，在长期内可以保证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性。农业项目见效期长、风险大，很难发动社会力量对其进行支持。因此，为给农业农村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必须转变地方政府职能。应为地方财政支农措施建立合理的监督执行机制，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对地区农业综合开发提供银行贷款财政贴息，或者直接由金融部门提供低息贷款；扩大“一事一议”奖补范围，鼓励农民广泛参与；充分发动企业等主体参与，通过合理的监督执行机制和利益联结机制，让企业对农民充分让利；限制地方各级党政机关占有过多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取消地方政府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权，有效地执行政府职能。

第三，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进一步采用集约型农业经营模式。目前在区域发展中，我国农业生产发展方式依然粗放，物质资本积累和投入仍然是农业增产的主要方式，现代农业中依靠知识积累、技术改进和效率提高的增产方式尚未占主导地位。这样的农业生产发展方式会带来高能耗、高排放（彭超、龙文军，2013；龙文军、彭超，2013）。因此，农业经营进一步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对当前农业实现高效生产具有重要意义。具体来说，一是科学合理地调整农业结构，优化农业内部结构，突出发展优势产业。二是依托科技，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采用农业新技术，推广优良品种，实行机械化作业。三是加强建设农村社会服务体系。集约农业的发展需要工商业、政府以及农业科技等的协调配合。建设好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促进农业集约经营发展的有效措施。

第四，重视农业农村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目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增产，农村发展的主要目的是农民增收。然而，资源与环境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这不仅影响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可持续性，而且引发了其他一系列负面效应。因此，必须树立生态文明理念，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做好“减法”，即结合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划分，限制资源贫瘠、生态脆弱地区的开发强度；推广测土配方施肥，加强农药和其他化学品的管理，减少化肥、农药和其他农用化学品的投入；探索农业碳排放控制机制，减少农业“碳源”。还要做好“加法”，即加强流域综合治理、盐碱地改造、荒漠治理等，开发海洋经济，开发更多的农业生产资源；加大测土配方施肥补贴力度，探索使农民减少使用农药和其他化学投入品的补贴机制，研究对部分地区实施休耕补贴的可行性；进一步实施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生态工程，增加农业“碳汇”。

第五，推进强农惠农政策转型，强化农业支持保护体系。以中部地区为例，中部崛起的区域规划政策效应实证分析表明，中部崛起政策在样本期内并未对农业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相反，相关支农措施的滞后性和政策的城市偏向与工业偏向特征，以及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对农业产生的替代效应，导致此项政策对农业的影响显著为负。由于规划政策的滞后性难以避免，因而使规划政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的重点应在淡化政策的城市偏向与工业偏向特征上。具体来说，一是推进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转型。进一步推动国家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信贷资金结构调整，确保各级财政每年对农业的总投入持续增长，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向农业农村建设项目倾斜，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把农业作为重点对象。二是加强农业补贴改革，优化农业补贴方式，完善补贴政策。将农业资产综合补贴、种粮直补和良种补贴政策统一为耕地生产能力保护补贴，将补贴增量转移到家庭农场、种粮大户、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上，提高农业补贴的精准性，调动种粮者的积极性。三是着力健全“三农”投入稳定增长保障机制。继续把“三农”摆在公共财政支出的核心地位上，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仍要不断偏向“三农”，保证“三农”投入稳定增加。

第六，保持政策投入规模适度，提高政策投入产出效率水平。中部地区农业政策效率的实证分析表明，受农业政策投入规模以及政策投入转化为农业产出的能力的限制，中部地区的综合政策因素投入效率并不高。因此，政府的涉农政策投入应适当，尽量避免规模效应为负，同时应注重提高政策投入产出效率。具体来说，一是根据地区政策规模效率，确定政策投入的适度规模。由于不同区域的农业农村发展在自然、经济、社会方面存在差异，因而同一政策资源投入条件下会出现不同的规模效率。因此，在测算不同地区政策规模效率的基础上，对于规模效率较低或者规模无效的地区应加大政策因素投入规模。二是政府部门要加大政策执行力，切实履行政府职能。好的政策只有切实落实才会达到理想的效果，对于政策投入产出效率不佳的地区，政府部门应该充分履行其职能，保障政策措施得到切实执行，避免资源浪费或者资源配置不当造成效率损失。总之，地区政策资源的投入应尽量达到规模效率最佳，同时也要不断提高政策资源投入的转化效率。

第七，把握“十三五”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由于自然资源的约束日益凸显，单纯靠增加自然资源投入来提高农业产出的空间已越来越小。因此，发展现代农业成为我国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SWOT分析表明，“十三五”将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应按照中央的决策部署，立足当前农业发展的实际，进一步厘清“十三五”期间现代农业建设的总体思路，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力布局，推进一批重大工程，深入研究和实施几项重大政策，推动现代农业加快发展。此外，规划引导对农业增长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对农业增长的贡献显著，而传统农业生产要素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这说明我国农业生产结构还存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因此，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也要求我们必须抓住“十三五”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发展现代农业。

第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明确政府本身的职能作用，卓有成效地实现政府和市场的优势互补。一是要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主导性作用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宏观调控作用。政府的农业管理职能主要集中在优化农业宏观调控、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严格农业市场监管、促进可持续发展、健全农业制度体系五个方面。地方政府要坚持市场导向，尊重经济规律，善于运用市场的办法指导和组织农业生产，坚持从实际出发，发挥比较优势，制定发展战略。二是创新“三农”管理体制机制，整合为农服务资源，健全为农服务网络。要立足现代农业的发展需求，转变以往按体系、按行业、按环节、按品种设计项目的思路。强化地方责任制，改进考核办法，完善耕地、水资源、环境保护属地管理责任追究制度，增强地方政府统筹安排资金的能力，促进财权、事权匹配统一。三是要研究对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的划分，列出事权划分清单和提出相关支出责任建议。在法律授权的前提下，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政策空间，引导地方政府综合考虑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优势和市场条件，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提高工作的科学性和政策的针对性、实效性。

第九，全面推进农业法治建设，提高农业依法行政水平。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深刻领会和把握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科学内涵，从我国当前基本国情以及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全面推动农业法治建设，促成农业关键领域的立法，努力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一是加强和改进农业关键领域的立法。加快将成熟稳妥的“三农”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运用法律的强制性、规范性以及稳定性来提高农业扶助保护水平。二是衔接好决策改革与法治建设。把法治作为农业深入改革的基本方式，在法治道路上推进改革，用法治方式来化解矛盾，通过法律确保改革的平稳推进。以法律为保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资源保护和环境治理提供硬性约束。三是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把握核心领域与关键环节，将建立完善的行政工作机制、高效的农业行政执法体制和有效的法治教育宣传机制作为重点，稳步提升我国依法治农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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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博士毕业一年之际，本书得以出版。这一年来，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时常腾出时间细致修改，今日付梓，心略宽慰，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为我国的农业经济与农村发展贡献绵薄力量。

白驹过隙，似水流年，蓦然回首，与中国人民大学二十多年来的难舍情缘不禁涌上心头。1991年秋天，带着青涩和懵懂的我踏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门，怀揣着家人的寄托和青年的梦想行走在校园中，眼里满是对知识的渴望。经过四年的刻苦学习，我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并留校成为一名教师。在工作期间，继续深造的梦想依然炽热燃烧并指引我前进，这时的我对知识的渴望更加热切。进学致和，行方思远，我决定在母校继续攻读硕士学位。2000年硕士毕业后，我通过国家公务员考试进入国家部委工作，在单位工作的十多年来，我秉承母校“实事求是”的校训，认认真真做事，踏踏实实做人，坚持在工作中思索，在思索中学习。随着工作履历的不断丰富，我深感自己的学识和研究能力还有很大不足，亟须继续提升自我能力。我下决心回母校攻读博士学位，并选择与中国经济发展最息息相关的农业经济管理专业，师承朱信凯教授。在即将毕业之际，我庆幸当年的正确决定，三年来勤恳学习的求学生涯让我的生活更加绚丽多彩，留下了人生中浓重的一笔记忆。

博士论文的方向是在信凯老师的启发下，结合自身工作生活的实际，经过多年的思索最终选定的。我出生于安徽绩溪一个美丽的乡村，耳濡目染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深知农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从小开始就对农村、农业、农民有浓厚的感情；同时，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是我们国家最大的国情，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也是“四化同步”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三农”工作也是国家发改委的重要职能之一。读不懂“三农”就读不懂中国，工作后我就时常关注“三农”相关政策措施，将其作为重点课题进行深入思考。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这几年制定了很多支持农业发展的综合性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等，但是对规划因素对于农业发展的贡献缺乏深入探讨，即对规划的政策效果评估与绩效评价体系尚不完善，重制定轻评估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本书从规划引导与农业发展的关系的视角出发，试图构建一个量化规划实施效果评估的分析框架，在丰富规划的政策效果评价体系方面做一些探索，为我们进一步进行规划政策的优化提供现实依据和行动指导。基于以上考虑，最终确定“规划引导与农业发展研究”这一书名。

自惭菲薄才，误蒙国士恩。我衷心感谢导师朱信凯教授，感谢他对我继续深造的支持，感谢他对我学术思想的指引，感谢他对我学术能力的栽培，感谢他对我工作生活的关怀。朱教授深邃广博的学术思想和智慧通达的风度品格令我印象深刻。针对我本硕专业与农业经济管理的专业跨度和久未从事学术研究的现状，在录取之初便与我促膝长谈，制定博士阶段的学习计划，列出必读专著及论文书单，帮助我培养论文阅读方法，督促我做读书笔记。在朱教授的指导下，博士一年级我具备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和较强的学术研究能力。在博士二年级，朱教授指导我参与了部分学术研究课题。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朱教授定期与我探讨论文写作进度及遇到的问题，帮助我解决疑惑和难题。2014年12月，一个冬日的夜晚，朱教授刚刚出差回到北京，不顾自身的重感冒，立即把我叫到他的住所，就如何做好规划引导对农业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对我进行专门辅导，窗外寒风凛冽呼啸，夹杂着导师频繁的咳嗽声，我心中涌出无限暖意和感动。天涯海角有尽处，只有师恩无穷期，这种师生情谊会陪伴我一辈子，激励我前进。

我也曾受到其他多位老师的关心和帮助。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曾多次对我进行指导，他还为本书写了精彩独到的序言，序言中他勉励我在农业发展理论研究中继续探索。唐忠教授、马九杰教授、汪三贵教授、仇焕广教授、吕捷副教授、彭超老师等都曾对我的博士论文进行悉心指导，提出修改意见，给予我莫大帮助。孔祥智教授、郑风田教授、张利庠教授、马九杰教授都为我讲授过课程，他们的言传身教让我受益匪浅。柯水发副教授是我博士就读期间的班主任，为我们班同学的成长倾注了大量精力和心血。学院办公室的肖逸秋老师、刘婷老师和安旭老师等从事行政工作的老师，为我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诸多帮助和便利，在此感谢他们。

我要感谢班集体的同学和同门师弟师妹们对我的帮助。由于我是在职博士生，不在学校里居住，而班长郑力文、党支部书记张琳、赵思旭总是能够及时通知并帮助我处理学校及学院安排的各种事务。班级同学经常与我探讨学术问题，让我受益。同门师弟师妹们经常与我一起讨论专业问题，帮助我进行博士论文中的数据录入和论文校稿工作。我要向他们表达谢意，祝愿他们前程似锦。

我要特别感谢各位评委老师。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尹成杰部长，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我的论文进行悉心指导。中国农科院区划所王道龙所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郭永田副主任、华中农业大学经管学院青平院长等评委对论文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我真诚地感谢我的家人。感谢我的妻子谢丹对我继续深造的鼎力支持，为了支持我攻读博士学位，她不辞辛劳，包揽所有家务，独自承担照顾家庭和女儿的重任，精心照料好双方老人，使我没有后顾之忧，能够全力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中，顺利完成学业。我的闺女黄可萱，她一向活泼开朗，积极上进，自觉懂事，学习刻苦，她良好的学习习惯、坚定向上的品质是我的寄托，是我的榜样。感谢辛苦培养我的四位老人——我的父母黄笃法、周亚萍，我的岳父岳母谢书樑、吴香葆，是他们教会我勤奋学习、诚实做人、踏实做事。他们的无私关爱和谆谆教导激励我不断前行。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本书的出版意味着新征程的开始，我在日后的工作中会争取在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基础上丰富完善我这一刚刚开始的研究成果，在当前中国农业基础仍然很脆弱、农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矛盾新问题的大背景下，更加关注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加关注我国规划的科学制定和绩效评估机制，从制度和技术层面推动规划引导对我国农业发展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形成长效机制，如是如斯，也是对培养我的母校，陪伴我成长的导师、朋友、家人等的认真回报。

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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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序

在目前正统的宏观经济学中，需求管理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方式。但需求管理在宏观调控方面存在巨大的缺陷。

第一，长期使用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会导致金融、经济危机。从货币政策来说，通过降低利率或量化宽松政策刺激出来的投资需求是劣质需求，一旦利率上升或者资金面吃紧，相关企业的经营活动就会受到影响，影响过大就会引发金融、经济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就是一例。从财政政策来说，通过财政扩张来刺激经济增长会导致巨额的债务，长期积累下来就会形成政府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就是一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会导致经济出现“肥胖症”，其典型特征一般有三个，一是巨大的资产价格泡沫，二是严重的产能过剩，三是巨额政府债务。这些都将给经济埋下经济、金融危机的隐患。

第二，在科技进步率下滑的情况下，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的效力越来越低。由于科技进步率下滑，经济中没有好的消费热点，也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因此缺乏优质需求，这就使得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力下降。由于缺乏好的消费热点，导致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其结果是，不管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其效力都会下降。同时，随着降息，货币政策刺激出来的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越来越低，老百姓投资的积极性也越来越弱，最终经济将陷入流动性陷阱，此时，利率降无可降，连预期收益率接近0的投资机会都被利用完毕的时候，货币政策就再也无法奏效了。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目前采取的负利率政策，其实就是正常的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办法。

第三，经济全球化也在抑制着货币政策的效果。需求管理政策即使刺激出了需求，这种需求也未必就是针对本国产品的需求，完全可能是对外国产品的需求。其结果是，本国降息或者增加财政支出，享受政策成果的却是别的国家，显然有些得不偿失。

一方面，传统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上述局限性导致了经济学界的思考。另一方面，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来看，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从20世纪50年代的ISLM模型发展到了目前的总供求模型，对总供给的重视和理解已经成为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重点，但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理论却依然只考虑需求管理，不考虑供给管理，这显然意味着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严重滞后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将供给管理引入宏观调控体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但目前的正统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并没有考虑供给管理，这是该理论的一大缺陷。

最近十多年来，苏剑一直致力于宏观经济的供给侧和供给管理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优秀的科研成果。除了跟我合作发表的关于供给管理的几篇学术论文之外，他还把引入供给管理之后的、同时包含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宏观调控体系应用于理解中国宏观经济以及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设计中，从而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和宏观经济政策做出了独到的分析和理解，也为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苏剑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一书汇集了苏剑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和宏观调控理论的科研成果，既有对宏观调控理论体系的建树，也把这些理论应用于研究中国经济、设计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还包括了他对中国的中长期宏观经济问题的供给侧分析，比如中国转轨模式的普适性、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中国的人口及就业形势、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目前增长率的确定等等，同时根据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研究了中国和世界发达经济“新常态”的根源、表现及政府政策。

总体来看，本书在宏观经济理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应用方面具有较大的创新，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和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得出了独到的见解，有助于读者理解宏观经济学及其未来发展，也有助于读者理解中国经济的运行特点。

刘伟

2016年5月


前言

一、新供给经济学诞生的背景和意义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供给管理一直是调控经济的重要方式。在古代物质生活资料匮乏的情况下，解决人民的温饱和生存问题就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的，因此，在宏观调控中，既要设法促进供给，又要设法抑制需求，因此采取的是“勤”、“俭”结合的政策组合，其中“勤”就是供给扩张，“俭”就是需求紧缩。这一政策组合长期盛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前的人类历史中，几乎贯穿了整个人类发展史，以至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文化传统，“勤俭”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被世代传承下来。

只是到了近代，尤其是大萧条之后的80多年时间里，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产能过剩成为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约束，需求管理才从紧缩走向宽松，需求管理也才成为发达经济宏观调控的主要政策工具。因此，从历史来看，需求管理的出现仅有几十年，但就是这短短几十年的历史，却让人们几乎忘记了供给管理以及供给管理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有人认为，供给管理只能用于长期管理，不能用于短期管理。在他们看来，一个经济的总供给取决于该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而这些在短期内都是不可改变的。但他们忘了，这些东西在短期内虽然不可变，但使用它们进行生产的是人，而人的生产积极性却是随时可变的，这就会影响这些要素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从而会对总供给产生影响。试想一下，假定你晚上睡觉做了个好梦，从而一整天心情愉快，这一天的生产率就会比平常高；相反，如果你偶尔心情不好，那么这一天的生产效率可能都上不去。因此，如果能够影响你的心情，就能够影响供给；调节你心情的各种手段就是供给管理工具，相关实践就是供给管理。实际上，供给管理的适用性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从超短期到超长期宏观管理均可使用供给管理。

在这一方面，我国古代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管仲是绝顶高手，他通过超短期供给管理调节别人的心情，成功地救了自己一命。话说管仲帮助公子纠争位失败，逃到鲁国。齐桓公继位后，想把管仲引渡回国大用，但如果告诉鲁国齐国要大用管仲，鲁国必杀管仲，因此就以管仲曾经射了齐桓公一箭为名，要求把管仲活着抓回来，让齐桓公亲手杀死管仲报仇。于是鲁国就同意把管仲放回去。《东周列国志》这样描述管仲归齐的过程：

却说管夷吾在槛车中，已知鲍叔牙之谋，诚恐：“施伯智士，虽然释放，倘或翻悔，重复追还，吾命休矣。”心生一计，制成《黄鹄》之词，教役人歌之。词曰：

黄鹄黄鹄，戢其翼，絷其足，不飞不鸣兮笼中伏。高天何跼兮，厚地何蹐！丁阳九兮逢百六。引颈长呼兮，继之以哭！黄鹄黄鹄，天生汝翼兮能飞，天生汝足兮能逐，遭此网罗兮谁与赎？一朝破樊而出兮，吾不知其升衢而渐陆。嗟彼弋人兮，徒旁观而踯躅！

役人既得此词，且歌且走，乐而忘倦。车驰马奔，计一日得两日之程，遂出鲁境。鲁庄公果然追悔，使公子偃追之，不及而返。夷吾仰天叹曰：“吾今日乃更生也！”

管仲归齐，在囚车里，命掌握在车夫手里，车夫驾车快则活命，慢则被杀；此时他自己是个囚犯，要想通过别的办法比如许诺车夫什么东西，车夫肯定不信——他得罪了齐桓公，回去了怎么可能活命，自己命都不保，许诺的任何东西都是假的；管仲又不敢告诉车夫自己回去是要做大官的，所以管仲就想了一招——教车夫唱歌！车夫在欢歌笑语中，心情愉快，乐而忘倦，驾车速度翻倍，于是管仲顺利归齐。这是超短期供给管理的例子。

管仲当上齐国宰相之后，用供给管理成功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为了齐国的富强和齐桓公的霸业，管仲采取了大规模的供给管理措施。据《管子·大匡》所述：“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意思是说，在齐桓公在位的19年中，降低关税税率和商业税率至2%，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且改为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时农业税税率为30%，收成中等时税率为20%，收成差时税率为10%，收成再差就免去农业税。这些税收相对于当时其他国家来说已经很轻了，这种扩张性的供给管理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为齐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齐桓公也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短期供给管理的例子在历史上还有很多。实际上，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一般都是供给管理的好手。想当年楚汉相争，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都是把战士们逼到绝境，“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在断绝退路的情况下，战士们死战方可活命，结果把将士们的潜能超常发挥出来，才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激发战士潜能就是供给管理。而“四面楚歌”则通过瓦解敌人的斗志来削弱其战斗力，最后取得胜利。这是对敌人进行供给管理。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供给管理的一种，而且常常被用于短期管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并强调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启发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提高改造世界的能力”。这是典型的通过调节激励进行的供给管理，而这种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即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包括：说理教育、情感教育、形象教育、典型示范、表扬批评、身教率先、寓教于乐、自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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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就是供给管理思想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劳动者翻身做了主人，不再受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是为自己工作，生产积极性就远远高于为资本家干活的情形，这就会大大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就有着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这是典型的供给管理思想。

供给管理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运用最多、对中国经济影响最大的政策工具。当年的计划经济就是供给管理的极端形式。后来的改革开放一直是针对生产者的积极性做文章，所以也是典型的供给管理。改革开放是最近30多年里最重要的事件，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所以，最近30多年来，中国采用的宏观调控一直是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其中供给管理的主基调是扩张，即通过改革开放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释放生产力，这一时期中国供给管理的主要工具是改革开放；需求管理是后来通过学习西方宏观调控的经验引进的，需求管理的方向也取决于不同时期的经济形势，有时紧缩，有时扩张，有时中性。因此，供给管理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经济。可以预见，随着供给侧改革和调整受到宏观调控当局的日益重视，在今后中国的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人们对供给管理的理解也将进一步加深。

本书的贡献在于把供给管理引入了宏观调控，尤其是短期宏观调控，并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来设计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各种宏观经济问题。这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了宏观调控从只有需求管理的一维宏观调控向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宏观调控的转变和升级。有了这样一个二维宏观调控体系，就可以应对各种经济问题，同时进行多目标管理。本书不仅提出了这样一个宏观调控体系，也提供了一些应用这个宏观调控体系进行经济形势分析和政策设计的案例。

实际上，从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其实已经可以看出这个二维宏观调控体系的影子了。目前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总供求模型，也已经讨论了总供给的短期变化，但宏观调控体系中却只有需求管理，没有供给管理。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理论已经发展到了总供求模型，但宏观调控体系却停留在60年前，依然以60年前提出的IS-LM模型为基础，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现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目前还没有供给管理，我相信西方宏观经济学界迟早会认识到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应用，迟早会赶上来的。

当然，我用“新供给经济学”这个词不全是为了这个宏观调控体系，而是着重于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是以发达市场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由于这些国家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因此对需求的理解较好；但因为这些国家没有面临过商品短缺问题，因而对供给的理解就不够。所以在这些国家供给管理即使被用过，也是昙花一现。而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则长期面临商品短缺的问题，因此在理解和促进供给方面就有着丰富的经验和实践素材，尤其是在转轨过程中，通过制度变迁调节生产者的激励从而调节总供给的案例非常之多，就中国而言，就包括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税制改革等等。如果能从转轨国家的实践中发展出一个好的总供给理论，在抽象掉国家特征之后，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现有的总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就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总供求模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各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和宏观调控。因此，如何从转轨经济学中发展出一个新的供给理论，弥补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的缺陷，就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这就是我对新供给经济学的解释，也是我对它的一个期待。显然本书在这一方面并没有什么贡献，当今的宏观经济学中好像也还没有人这样努力过，新供给经济学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

因此，在我看来，新供给经济学潜力很大，我们且行且努力、且珍惜这个机会。

二、本书的安排

本书包括了大部分本人近年来发表的与供给管理和中国的供给形势相关的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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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论文有些是理论文章，有些是针对当时的宏观经济形势做出的案例研究和实际问题分析。本书共分为四篇。

第一篇的题目是“新供给经济学与宏观调控理论的新进展”，主要讨论供给管理及其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应用。在这一篇，我首先介绍了新供给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第一章），然后针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和学术界关于供给侧调整的讨论，主要从结构调整的角度讨论了供给侧改革的原因和内容，并指出我国目前不仅需要供给侧改革，同样需要需求侧改革（第二章）。第二章实际上也是把第一章的理论应用于中长期分析的一个案例。随后讨论了供给管理在短期调控中的运用，指出供给管理是可以用于短期宏观调控的，并讨论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特点以及二者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组合方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综合应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新的短期宏观调控体系（第三章）。

本篇接下来的五章（第四章到第八章）实际上是五个案例分析，分别分析这个新的短期宏观调控体系在不同情况下的应用。第一个案例分析讨论了产能过剩背景下的宏观调控，具有一定的普适性（第四章）。第二个案例（第五章）分析了2010年前的一段时期中国发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指出此次通货膨胀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造成的，因此，要治理它就得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下手，应该采取“供给扩张、需求紧缩”的政策组合。

第三个案例（第六章）分析是对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个展望，指出2015年中国经济可能出现需求萎缩、供给扩张的局面，因此可能形成与滞胀相对应的长缩现象；并就稳增长、调结构的双目标提出了需求扩张、供给紧缩的政策建议。

第四个案例（第七章）分析主要讨论宏观调控中最为棘手的滞胀问题，指出了供给管理在治理滞胀方面的优越性。

第五个案例（第八章）分析了里根总统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指出他实际上也同时使用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采取的是供给扩张、需求方面松紧搭配的组合。

本书的第二篇从供给和需求两个角度探讨“新常态”问题。我首先讨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根源、表现，以及宏观调控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九章）。然后讨论了发达经济“新常态”的根源，指出发达经济的“新常态”是科技进步率下滑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第十章）。

本书的第三篇讨论供给侧调整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共包括两章。我首先分析了中国转轨模式的普适性问题，指出如果从人力资本的角度看待转轨过程，那么中国的转轨模式就具有相当的普适性，对其他国家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第十一章）。随后讨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指出只有深化改革并改善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中国才能实现最优的经济增长方式（第十二章）。

本书第四篇讨论人口和劳动力的供给形势。劳动力形势是决定中国总供给的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劳动力形势的变化会对中国的供给侧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篇包括五章内容。我首先分析了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政策的走向（第十三章），指出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条件已经不再成立，我国应该立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然后（第十四章）我分析了我国前些年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并存的问题。接着（第十五章）讨论了2008年前后中国还有多少富余劳动力的问题，指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农村那时已经没有富余劳动力了。随后（第十六章）从解决就业问题的角度测算了中国经济的目标增长率。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每年只要保证6.5%的增长率就可以保证充分就业，这被此后几年的经济实际证实。最后（第十七章）对中国2015—2080年的长期人口和劳动力形势做了一个展望，指出中国鼓励生育已经刻不容缓。



注释


[1]
 有些文章是与他人合写的。


[2]
 参见本书第一章专栏1。


第一篇 新供给经济学与宏观调控理论的新进展

导读：本篇介绍新供给经济学以及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应用。本篇首先提出了一个新的宏观调控理论框架，然后应用这个框架做了几个案例分析，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第一章 新供给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发展方向
[1]



导读：本章介绍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新供给经济学最大的贡献和特点是在宏观调控尤其是短期宏观调控中引入了供给管理，并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来应对各种宏观经济问题。这就跳出了目前的宏观调控中只有需求管理一种政策的框框，拓展了宏观调控政策的种类和空间，为应对多种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

同时，新供给经济学可以从转轨国家的实践中形成新供给理论，然后在抽象掉国别特征之后，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目前的总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更好的、统一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因此，新供给经济学就可以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

随着“供给侧”这个词在中国变得越来越流行，“新供给经济学”成为目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那么，什么是新供给经济学？对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很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本章将说明我们对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解。
[2]



我们认为，新供给经济学最大的贡献和特点是在宏观调控尤其是短期宏观调控中引入了供给管理，并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来应对各种宏观经济问题。这就跳出了目前的宏观调控中只有需求管理一种政策的框框，拓展了宏观调控政策的种类和空间，为应对多种复杂的宏观经济形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因此，本章的第一节就介绍这个新的宏观调控体系。

同时，我们认为，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面临的主要是产能过剩问题，一直试图通过需求管理来稳定经济，因此对总需求理解得比较深入，需求管理的经验也比较丰富，但由于没有面对过产品短缺的问题，因此对供给的研究就显得不够深入；而转轨国家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面临的就是商品短缺，因此如何促进供给一直是计划经济国家的主要任务，同时在转轨时期又通过包括制度变迁在内的各种措施成功地促进了供给，因此对总供给的理解应该可以更深入，供给管理的经验也很丰富。因此，如果能从转轨国家的实践中更好地理解总供给，然后在抽象掉国别特征之后，与西方宏观经济学目前的总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形成一个更好的、统一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并结合西方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和转轨国家的供给管理，形成一个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新供给经济学就可以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新供给经济学”只是要补齐总供给理论欠缺的短板而已，并不是要废弃总需求理论或者总供求理论。

本章分五节。在第一节，我主要介绍新供给经济学的宏观调控体系，依次回答以下问题：什么是供给管理？供给管理为什么可以用于短期宏观调控？短期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有哪些？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之间是什么关系，怎么组合？第二节讨论的是引入供给管理带来的好处和风险。第三节讨论供给管理为什么长期被忽视。第四节讨论新供给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第五节是总结。

一、从一维到二维：宏观调控体系的重大突破

（一）供给管理为何可以被用于短期调控？

所谓“供给管理”，就是政府用于调整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各种手段（除价格手段外）。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总供给决定于一个经济可用的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是个存量，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供给管理被许多人认为只能用于长期调控，如促进经济增长等，在短期内则不适用。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无法作为短期调控的变量，这一点没有问题。然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利用率与利用效率在短期内却是可以发生大的变化的，也是可以通过政府政策进行调控的；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利用率与利用效率则取决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面临的激励，而生产者的激励却是可以随时变化的（Laffer,1983），而且是可以由政府通过财政、货币、制度变迁等方式在短期内改变的，因此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是可以使用的。

在人类历史中，供给管理源远流长，从微观到宏观、从超短期到超长期均有使用，而且使用得远比需求管理频繁，就连现代也是如此。长期供给管理的例子很多，在此举几个超短期供给管理的例子，这些例子的着眼点都是相关人员的积极性或者激励。

在任何微观管理中，管理者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调动下属及相关各方的积极性。企业管理中的各种奖惩制度针对的就是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一旦积极性被调动起来，生产效率就会大幅度提高，资源就能够得到有效利用，供给就会增加。

在这一方面，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例子。“破釜沉舟”和“背水一战”两个经典战例都是把士兵逼到绝路，使其只能死里求生，从而爆发出巨大的潜力，取得战斗的胜利。而“四面楚歌”则是瓦解对方的士气、使其丧失斗志，从而取胜的例子。这些都是短期供给管理。

有人可能会说，你举的都是微观的例子，而你谈的却是宏观调控。实际上任何宏观经济政策（包括需求管理在内）都得落实到微观当事人的活动上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所以针对微观当事人的政策如果对全局的影响足够大，那就是宏观经济政策了。比如上面我们说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四面楚歌”等几个例子，虽然都是针对一场战役，看似微观事件，但影响的却是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国的历史进程，如果这都算不上宏观政策，世界上就没有宏观政策了。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供给管理的一种，而且常常被用于短期管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思想政治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并强调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启发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提高改造世界的能力”（中共中央，2016）。这是典型的通过调节激励进行的供给管理，而这种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即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包括：说理教育、情感教育、形象教育、典型示范、表扬批评、身教率先、寓教于乐、自我教育（中共中央，2016；见专栏1）。

专栏1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指党开展的解决人的思想、观念、政治立场问题，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1955年，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科学论断，这是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的形象概括。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了这一论断，指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并强调这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务，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育党员和干部，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启发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纠正人们的错误立场和错误认识，使人们确立正确的立场、观点，掌握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并通过反复的实践，使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提高改造世界的能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最根本的目的，在于提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思想意识的改造；二是思想方法的改造。前者属于提高思想觉悟问题，后者属于提高认识能力问题。概括地说，就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党的方针政策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与认识能力，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具有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实践性和群众性、广泛性和针对性。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进行系统的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就是用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精神和道德来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人；二是进行日常和适时的各项专题思想教育。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及其他一切业务工作的关系不是领导和指导关系，而是服务和保证关系，即为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业务工作服务，保证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业务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以疏导即说服教育为主的方针。我们党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创造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法，其中主要和常用的有：说理教育，即讲道理，运用道理的逻辑力量使人们信服，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情感教育，即以情感人，寓理于情之中；形象教育，即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教育人，陶冶人的情操，进行思想教育；典型示范，即树立有代表性的先进单位、先进人物作为榜样，以引导和教育广大群众；表扬批评，即通过对人们的某种思想或行为给予肯定、褒奖或否定、贬斥的办法，达到引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目的；身教率先，即以模范作用来带动和教育群众；寓教于乐，即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群众性的文化娱乐活动中去；自我教育，即引导广大群众在日常的工作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步树立正确的、进步的思想，提高思想认识水平和文化道德水平。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实践是十分丰富而生动的，往往不是一种方法的单独运用。要针对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和各个不同的对象，采取各种有效的形式和方法，生动活泼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5617/173273/10415194.html,2016-02-01.

上述例子表明，人的积极性是可以瞬息万变的，而且是可以由政府或者其他人或机构调控的。如果这种调控面对的是经济问题，就是对经济的调控。实际上，不管是军事、政治还是别的什么活动，其实都是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因而可以理解为经济活动。因此，供给管理完全可以被用于短期宏观调控。

（二）供给管理政策的工具
[3]



供给管理的目的就是提高产量或者降低成本，着眼点在于调节生产者面临的激励，调动其积极性。生产者面临的激励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刺激，一类是精神刺激。在经济学中，我们一般多考虑物质刺激，因此就只考虑那些能够降低企业的平均成本的经济因素。供给管理政策就是使得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下降且能够被政府控制的那些因素。供给管理政策的工具有以下几种。

（1）技术进步。许多人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的事情，对短期宏观调控没有用。实际上，对于一些特定国家而言，技术进步可以很快，比如技术上比较落后的经济，这些经济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迅速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因而在短期内可以影响宏观经济的运行。但对于美国这个处于世界科技前沿的国家，技术进步在短期内的作用可能会慢一些。但现在也有一些宏观经济学理论，比如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技术可以在短期内发生变化，因而导致经济波动。

（2）制度变迁。同样，对于许多制度较为成熟或者制度变迁难度较大的国家而言，制度是个慢变量。但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轨过程中且政府倾向于改革的国家，各个特定领域的改革可以很快，因而可以在短期内对经济产生影响。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3）调节税收。调节税收相当于调节企业的生产成本，同时也影响生产者的激励，因此可以用于短期调控。

（4）调节要素成本。通过科技进步引入新的原材料或能源，或者通过对外开放引入国外资源可以降低相关要素的价格，从而降低要素成本。通过资源税或者其他形式的税收，可以调节相关资源的使用成本。这些可以对短期总供给产生影响。

（5）鼓励产品创新。新产品的出现可以给经济创造新的供给，同时创造新的需求。因此这同时是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新产品刚引入市场时，对消费者的边际效用往往很大，因此需求很大，相应的供给也是有效供给。

（三）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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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均可用于短期宏观调控，那么二者之间应该如何组合呢？理论上，二者之间的组合可以有四种：双扩张；双紧缩；需求扩张、供给紧缩；以及需求紧缩、供给扩张。在实际应用中，具体采取什么组合，应该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的相对有效性，二是经济失衡出现的原因。一般而言，当然应该首选有效性相对较大的政策。然后，如果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均有效，应该尽量用需求管理对付需求冲击，用供给管理对付供给冲击（刘伟、苏剑，2007）。

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都是宏观调控的手段。二者的历史都源远流长，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宏观调控对二者的倚重不同。在古代，生产力低下，物资贫乏，如何增加生产、促进供给就是那时的主要任务，所以供给管理在古代是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但需求管理在古代也没有被忽视，由于那时物资贫乏，所以古代需求管理的重点就是抑制需求。中国“勤俭建国”、“勤俭持家”的传统实际上就兼顾了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勤”的目的是促进生产，属于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俭”的目的是降低消费，尤其是杜绝浪费，属于紧缩性需求管理政策。因此，“勤俭”的意思就是供给扩张、需求紧缩这样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供给管理的成功案例之一就是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对齐国的治理。为了齐国的富强和齐桓公的霸业，管仲采取了大规模的供给管理措施。据《管子·大匡》所述：“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意思是说，在齐桓公在位的19年中，将关税税率和商业税率降至2%，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且改为两年征收一次；收成好时农业税税率为30%，收成中等时税率为20%，收成差时税率为10%，收成再差就免去农业税。这些税收相对于当时其他国家来说已经很轻了，这种扩张性的供给管理政策有力地促进了齐国经济的发展，为齐国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齐桓公也因此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到了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力突飞猛进，就出现了生产过剩的现象。到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部分国家都存在产能过剩的现象，因此需求管理的重要性就越来越大。

刘伟、苏剑（2007、2014），苏剑（2011、2012）是综合运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四个案例。刘伟、苏剑（2007）研究的是2007年前后中国面临的宏观经济问题，针对当时需求管理遇到的问题和当时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他们提出了引入扩张性供给管理的建议，与扩张性需求管理配合。苏剑（2011）分析了2010年前后中国出现通货膨胀的原因，指出当时中国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形成的，也就是中国出现了需求扩张、供给紧缩的局面，因此建议采取需求紧缩、供给扩张的政策组合。苏剑（2012）分析了滞胀的问题，指出用扩张性供给管理对付滞胀，可以同时解决“滞”和“胀”的问题，比需求管理效果好。刘伟、苏剑（2014）对2015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做了分析，认为由于国际油价大幅度下跌以及改革效果显现，同时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等，将导致中国出现需求萎缩、供给扩张的局面，同时中国还面临调结构、转方式的任务，因此建议2015年中国采取需求扩张、供给紧缩的政策。

专栏2 2016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宏观调控体系新突破：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政策体系——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解读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一大亮点是在宏观调控中综合运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这就突破了以前在宏观调控中仅依靠需求管理的做法，使宏观调控从仅包括需求管理的一维政策升级为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政策体系，形成了一个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在该政策体系下，首先确定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之间的组合，然后确定供给管理政策内部和需求管理政策内部具体政策工具的组合。

这次会议以发展为第一要务，针对2016年的经济形势以及稳增长的政策目标，提出了需求、供给双扩张的政策组合。虽然二者都扩张，但扩张的力度不一样，需求方面是适度扩张，而供给方面则扩张力度较大，因此是以供给扩张为主的双扩张政策组合。

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供给方面总体是扩张的，但扩张中有紧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供给扩张的政策有：（1）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具体措施包括通过改革降低交易成本、降低企业税费成本、降低社会保险费、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通过电价市场化改革降低企业用电成本，通过流通体制改革降低物流成本等等。（2）扩大有效供给。具体措施包括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降低企业债务负担，培育发展新产业，加快技术、产品、业态等创新，补齐软硬基础设施短板，提高劳动者对新的市场环境的适应性，以及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等等。（3）调动各类人才、各级政府、各级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4）鼓励双创，改进资源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在供给扩张的总体态势下，同时采取供给紧缩的方式化解过剩产能。具体措施包括：（1）通过兼并重组和破产清算等手段，积极稳妥地化解产能过剩。（2）严格控制增量，防止新的产能过剩。

需求管理政策内部的政策组合的总体思路是财政扩张、货币稳健，此外还采取了其他扩大需求的措施。具体政策包括：（1）在财政政策方面，逐步提高财政赤字率，适当增加必要的财政支出和政府投资；（2）货币政策稳健但灵活适度；（3）通过城镇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发展住房租赁市场、鼓励开发商降价、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等措施扩大住房需求，化解房地产库存；（4）通过创造有效供给来扩大消费需求。

因此，针对2016年的经济形势和政策目标，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反映了中国政府在短期宏观调控体系方面的新突破，这构成了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一个亮点。

实际上，世界各国现有的宏观调控体系中仅有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原因是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理论基础依然是半个多世纪以前形成的凯恩斯主义需求理论，这个理论对总供给的理解非常贫乏，因此也就没有供给管理政策。现在，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总供求模型，人们对总供给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但宏观调控理论体系依然停留在50多年前，显然表明宏观调控体系的发展严重落后于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随着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供给管理政策迟早会被引入短期宏观调控。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恰恰是对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综合运用，体现了对宏观调控体系的深刻理解。

资料来源：光明网理论频道，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2/22/c_128556315.htm,2015-12-22.

二、供给管理的优缺点

（一）引入供给管理带来的好处

首先，便于应对多目标调控，尤其是治理滞胀。引入供给管理之后，宏观调控就可以同时应对多个宏观经济问题。比如，面对滞胀这样的难题，如果用需求管理政策对付，就会顾此失彼。而如果用供给管理，则非常简单。滞胀无非就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既然是成本上涨推动的，那么很简单，通过供给管理如给企业减税把成本再降回去就好了。

其次，便于结构调整。需求管理主要是总量政策，在调结构方面效果很差。而供给管理政策在这一方面效果就很好，因为它可以直接作用于调控目标。产业政策实际上就是一种供给管理政策，针对特定产业的优惠政策或者限制政策有助于鼓励或者抑制这些产业的发展，从而调节产业结构，比如我国曾经实施过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政策。区域经济政策也一样，针对特定地区的优惠措施也有助于该地区的发展，比如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济特区。供给管理也可用于调节所有制结构，有助于推进所有制改革。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不同政策直接影响着相关企业的发展，比如中国曾经禁止非国有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也曾经对外资企业有过很强的优惠政策，到现在国家对国有企业依然情有独钟。

最后，便于应对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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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潮流。然而，经济全球化却使得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效果越来越差。从货币政策方面来看，在资本流动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越来越弱。假定为了抑制通货膨胀，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当局提高利率以降低总需求。如果该国采取的是浮动汇率制，那么“热钱”就将流入以套取汇率升值的好处，“热钱”的流入会导致汇率的大幅波动，不利于该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如果该国采取的是固定汇率制，那么该国利率的上升会吸引外国的资金进入本国，在资本具有完全流动性的极端情况下，这些外资的流入会完全抵消该国货币政策的效果，使利率维持在原来水平不变。

从财政政策的效果来看，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贸易的障碍和成本越来越小，商品的国际流动也越来越容易，从而财政政策的效果也会减弱。比如，假定一个国家希望通过减税的方法来增加总需求。在国际商品流动性很强的情况下，减税后老百姓的可支配收入会增加，但购买的东西可能是外国货，而不是本国货。结果，本国减税的结果是刺激了外国的总需求，而不是本国的总需求，对本国经济的效果当然会减弱。

而供给管理则不同。供给管理政策调节的是本国的生产者，因此不论是从政策的效果看还是从政策的受惠者来说都对本国有利。就政策的效果来说，一国政府对本国企业的控制力总要大一些，调控的手段也可以多种多样，因此政策的效果要更大一些，政府对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也要小一些。就政策的受惠者来说，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况下，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的受惠者很可能是外国人，比如增加转移支付可能会导致本国消费者进口的增加，而不是对国产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而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的受惠人就是本国企业，比如降低企业的各种税收会导致企业税后盈利增加，直接受惠人是本国企业，然后企业受此刺激，就会增加产出、降低价格，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增强。

从政策的独立性来看，供给管理政策的独立性也远远高于需求管理政策。其原因就在于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与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性的效果相反，而供给管理政策的效果与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性的效果恰恰是一致的。在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性不断增大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宏观经济政策都会导致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而这些流动的结果会削弱甚至完全抵消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比如货币政策，如果中央银行提高利率，那么外资就会进入，随着外资的进入，本国的货币供给就会增加，从而降低利率，在外资流入很大的情况下，中央银行紧缩经济的努力就会完全被外资流入抵消，从而其提高利率的政策目的就无法实现。而供给管理政策的效果恰恰受到资本和商品的国际流动性的加强。比如降低企业所得税，这种手段本就是为了刺激企业扩大生产，资本的国际流动会使得外资在低税率的吸引下流入本国，从而促进本国的生产，而商品的国际流动又会使得本国产品更易于进入国际市场，从而扩大本国产品的销路。

（二）运用供给管理时要防止陷入计划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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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管理政策针对的是生产者，因而政府的政策可以直接影响到国民经济生产的微观单位，从而使政策干预的深入和具体程度可能高于需求管理政策，由此导致人们产生一种疑虑，即人们担心系统的供给管理最终会导向计划经济。因而，在运用供给管理时必须注重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应该特别强调把供给管理政策的运用建立在充分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基础上。

因为一方面，只有市场体制的健全和完善才能在体制上鼓励竞争，从而加快技术创新，以激励效率；另一方面，只有充分尊重生产者的市场竞争的权利和责任，才能够形成对生产者充分的竞争动力和压力，在体制上形成对生产者足够的刺激和有效的约束。供给管理政策作用的核心恰恰在于有效地激励和约束生产者，以刺激效率。因此，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供给管理政策能够有效的基本制度前提。脱离市场机制的对生产者行为的政府政策干预，很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方式的行政化，导致政府对市场的替代，导致生产者竞争动力和压力的减弱，从而使供给管理政策的效率目标难以实现。

也就是说，供给管理政策是政府在承认并尊重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上，对市场经济中的生产者所面临的激励和约束条件做出的调整，而不是对市场的否定，更不是对市场竞争中生产者权利和责任的否定。越是强调供给管理政策效率目标的实现，越需要强调市场竞争的自由和充分性。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计划经济是供给管理的极端形态，供给管理使用到极致，甚至是在否定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上运用供给管理政策，那么也就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在经济上的低效率是历史已经证明的，在政治上的过于集权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在运用供给管理政策时，应避免陷入计划经济。

三、供给管理为什么长期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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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供给管理可以被用于短期宏观调控，为什么西方宏观经济学中供给管理被长期忽视呢？之所以如此，我认为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个原因是西方宏观经济学对供给的理解不够。到现在，虽然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总供求模型，但宏观经济学对供给的理解依然不能令人满意，也因此才出现了宏观经济学的不同流派，可以说，现在的各个宏观经济学流派的主要分歧就在于对总供给的理解方面。

西方宏观经济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是以西方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理论，而西方发达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产能过剩。面对产能过剩，只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减少产能，二是扩大需求。而通过政府政策来减少产能往往是做不到的事情，尤其是当减少产能会导致失业的时候。因此，西方宏观经济学应对产能过剩的办法就只剩下扩大需求。这样，需求管理就成为西方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而且由于西方没有面临供给不足的问题，所以对总供给的研究就不够深入。

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前计划经济国家以前曾经面临严重的商品短缺问题，尤其是一些国家曾经出现过严重的大饥荒，出现过大量人口被饿死的惨剧，所以如何促进供给就是这些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因此，这些国家对总供给的理解就要深入得多，对于如何促进供给就有独特的经历和经验，因此，要理解总供给，就需要从这些国家入手。

我认为供给管理长期被忽视的第二个原因是西方发达经济缺乏适当的供给管理政策工具。对于西方发达经济来说，各项制度是成熟的、稳定的，所以在短期内没有制度变迁的空间；技术上也处于世界科技前沿，从别的国家学习和模仿的空间很小，基本上只能通过自主研发实现科技进步，往前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所以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也无法作为其短期政策工具；西方发达经济一般情况下开放程度较高，原料、能源基本上都是国际定价，所以政府也无法调控；减税在西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从相关提案被提交到减税方案被通过，往往需要很长时间，而且难度很大，所以不能频繁采用。因此，缺乏可以频繁使用的政策工具就成为供给管理被长期忽视的第二个原因。

供给管理被长期忽视的第三个原因可能来自宏观经济学的起源。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提出了并非常注重需求管理，这可能就导致了人们对供给管理的轻视。实际上，凯恩斯考虑的是，当大萧条出现的时候，有效需求不足，需要通过降低工资来恢复均衡，但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工资无法降低，所以劳动力市场无法自动实现均衡。而工资降低恰恰是供给侧调整，既然这个时候供给侧调整很难，就只有依靠需求管理了。

四、新供给经济学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

如前所述，西方宏观经济学对需求理解较好，对供给理解不好，因此，深入理解供给就成为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实际上，现在西方宏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了总供求模型，但是，宏观调控体系的理论基础还停留在60年前提出的IS-LM模型，只有需求管理政策。既然已经有了一个更完善的宏观经济学理论框架，那么宏观调控体系就该以这个框架为基础来重新安排。因此，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引入供给管理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问题的关键是要破除人们的如下观念：供给管理只能用于长期宏观调控，不能用于短期宏观调控。在这个观念被破除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既然西方国家对总供给理解得不好，那么怎么才能理解好呢？宏观经济学中的总供给理论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呢？

关于总供给的新理论，到现在还没有形成。这将是今后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可能的重要方向。在这里，我想就如何发展新供给经济学做一个讨论，主要讨论的问题是：新供给经济学的实践基础是什么？新供给理论的理论渊源又是什么？

（一）新供给经济学的实践基础

如前所述，西方国家对总需求理解较好，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对总供给理解得较好，于是，我们就可以从西方发达经济的实践理解总需求，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理解总供给，二者综合起来，在抽象掉二者各自的特异性之后，就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总供求模型和一套完整的、具有相当大的普适性的宏观经济理论，这就为宏观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同时，将西方国家的需求管理和中国的供给管理的经验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一套同时包括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全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实现宏观调控从只有需求管理的一维空间进入结合使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二维空间的转变。因此，引入供给管理并不意味着要放弃需求管理，需求管理仍然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引入供给管理只不过是引入了一种新的宏观调控方式。二者的结合能够解决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多数问题，同时进行多目标管理。

新供给理论的实践基础只能是出现过长期商品短缺的经济。问题是研究的动因，没有问题就不会有研究；存在商品短缺这样的问题，才会研究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消除它。因此，要研究总供给，就只能以这样的经济为基础。

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从1956年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起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的一直是商品短缺问题，期间经历过严重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后期国民经济更是濒临崩溃的边缘。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制度就在经历不断的剧烈变迁。工商企业的国有化、农村集体化、反右、“文化大革命”，以及后来的各种改革，对中国生产者的激励时时刻刻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从而影响中国的总供给。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完成，全面改革依然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重大任务，可以预期，每项改革措施都将影响到生产者的激励。因此，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多年历史中，供给管理一直是中国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经济作为供给管理的极端状态，被用到了极致，并导致了商品短缺的出现。目前中国采取的是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同时运用的政策组合（见第三章到第七章）。具体到2016年，中国采取的是供给、需求双扩张的政策（见专栏2）。

其他转轨国家也一样，都经历过长期的商品短缺，也都有着丰富的供给管理的实践。这些国家的实践可以为研究供给管理提供丰富的素材。

（二）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既然新供给理论要以转轨国家的经济实践为基础，那么新供给理论的理论渊源当然也应该主要以这些国家的理论以及对这些国家的实践的解释为基础，同时兼顾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关于供给的成果。因此，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有三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制度经济学和美国供给学派。

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从激励开始的。该理论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翻身成了主人，不再受剥削，享受自己的所有劳动成果；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为资本家干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是为自己干活。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积极性就很高，这就最大限度地解放了生产力。该理论强调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资本是对立的，因此，劳动者的积极性不高，生产力没有得到释放；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是公有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资本和劳动之间是统一的，劳动者的积极性很高，生产力就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

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从激励机制来探讨供给方面的问题，所以是典型的供给理论，可以作为构建新供给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或者参照点。

2.现代制度经济学

经济转轨的过程就是重塑激励机制的过程。在计划经济下，“大锅饭”、无偿调拨、“铁饭碗”、“铁交椅”等等破坏了激励机制，导致了商品短缺。于是，在转轨经济学中，激励问题就是其核心。而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引入，为研究不同制度下人们的激励和经济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方法。

市场机制解决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相容问题，而计划经济下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是不相容的，为了社会利益往往需要牺牲个人利益，导致领导者的积极性下降，产出低下。制度经济学从监督、信息、交易成本等角度研究各种制度的起源与演变过程，以及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因此，制度经济学，尤其是研究制度变迁的转轨经济学，就可能成为理解总供给的一条思路。

3.美国供给学派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供给学派关注的也是供给侧。当时美国面临滞胀的问题，而注重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束手无策。实际上，滞胀就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当时的成本推动主要是石油危机导致的石油价格大幅度上涨。因此，是由石油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增加，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出现通货膨胀与失业率同时都高的现象。供给学派正是从这一角度理解和解决滞胀问题的，因此是正确的。

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比，供给学派在西方宏观经济学中重新引入了总供给，是一大进步。后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从IS-LM模型推导出总需求，从菲利普斯曲线推导出总供给，形成了总供求模型，不能说跟供给学派毫无关系。

但20世纪80年代的供给学派主要谈的是政策问题，在理论方面除了强调供给以外没有多少建树。在政策方面，美国供给学派主要考虑减税、放松政府管制等政策。相对于中国这样的转轨国家来说，美国供给学派缺乏供给管理的实践支撑，供给管理的政策理论就显得单薄，其政策工具也就显得太少，而且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的组合方面也基本上没有涉及。尽管如此，美国供给学派及其实践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的一个渊源，可以使得新供给经济学在西方发达市场经济中也能找到实践基础。

五、总结：宏观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章虽然在供给管理方面做了一些研究，但离提出新的供给理论距离还很远。西方宏观经济学在供给理论方面的欠缺呼唤着供给理论方面的创新，而转轨国家供给管理的实践又能够为研究供给理论提供丰富的素材和案例。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转轨经济学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取得了大量的成果，要说这些成果研究的不是宏观经济问题，显然是不对的。既然如此，这些理论如何融入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如何理解转轨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实践，是当今宏观经济学面临的一大挑战；而对这些国家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应该怎么跟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现有理论整合在一起，又是一大挑战。

因此，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就是通过理解影响总供给的因素，尤其是激励的变化对总供给的影响，从转轨国家的经济波动史和供给管理的实践中得出一个新的供给理论，跟西方宏观经济学中的总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抽象掉不同经济的差异对经济理论的影响之后，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普适性强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再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个包括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新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和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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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本章主要内容发表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3）。


[2]
 本章是对我近十年来关于供给管理的研究的一个综述，同时还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做了一些拓展。因此，本章会重述本人以前一些文章中的观点，甚至会直接引用以前作品中的部分内容。直接引用的部分我会注明。


[3]
 本节的主要内容来自苏剑（2015）。


[4]
 本节部分内容摘自苏剑（2010）。


[5]
 本小节来自苏剑（2007），略有改动。


[6]
 本部分的主要内容来自苏剑（2015）。


[7]
 本部分的主要内容来自苏剑（2015）。


第二章 全面改革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前提

导读：新供给经济学在引入供给侧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需求侧；同样，新供给经济学在强调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其在长期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本章就是新供给经济学在中国的长期宏观调控方面的一个应用。中国现在强调供给侧结构调整和改革，但是，改革不仅有供给侧改革，还有需求侧改革。本章分析了中国的中长期经济形势，指出中国经济需要同时进行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单纯强调一个方面的改革是不够的，中国需要全面改革。本章从供求两侧讨论了中国进行全面改革的必要性。

近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增长的问题，国内外学术界和社会各界都展开了热烈讨论。尤其是关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共识形成之后，看空中国经济的观点越来越流行。但这些讨论基本上都是从供给的角度来进行的，也就是主要围绕潜在增长率的变化来展开讨论。实际上，不管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如何，中国未来每年面临的问题都将是产能过剩。因此，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来自需求一边。本章首先讨论中国供给侧面临的问题和需要的改革，然后讨论需求侧面临的问题和需要的改革。综合二者，可以得出结论：中国需要全面改革。

一、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意义和内容

（一）我国为什么现在强调供给侧？

我国现在强调供给侧，一方面是因为我国具有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和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阶段和制度、技术环境等要求中国进行供给侧的结构调整。供给侧改革、供给侧调整等等都是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和管理方式，因此，强调供给侧实际上就是强调供给管理。

首先，扩大消费需要供给管理来创造有效供给。目前我国面临产能过剩的局面，所以扩大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就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任务。我国消费者在国外的购买行为表明，我国是有巨大的消费需求的，但我国却没有相应产品的有效供给。有些产品我国具有足够的生产能力，但要么因为我国生产厂家缺乏职业道德致使国人对国产货不信任，比如毒奶粉，要么因为国内价格过高，尤其是部分国产货在国内的价格居然高于国际价格，结果导致我国消费者宁愿去国外消费。另外，中国的消费升级也要求供给侧调整。中国已经是上中等收入国家，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消费者对产品的质量要求大幅度提高，这集中体现在中国消费者在国外大举购买奢侈品的行为上。如果中国自己能够生产这类消费品，中国消费者就不需要出国去购买，这种对进口货的需求就转化为对国产货的需求。

其次，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劳动力富裕、资本稀缺的国家变成了劳动力短缺、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技术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这些都要求我国进行供给侧的调整，包括技术、产品结构、制度等方面的调整。

再次，部分过剩产能也需要淘汰。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既可以通过扩大需求，也可以通过减少供给来应对。我国以前曾经通过限产压锭的政策减少了纺织业的低端过剩产能，现在也可以考虑压缩钢铁、水泥、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的产能。但是，在通过供给管理淘汰落后产能时，尽量不要采取行政手段确定被淘汰的产能，而是通过提高环境标准、质量标准、生产安全标准等方式来淘汰落后产能。这种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人为因素的干扰，消除寻租空间，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

最后，现在中国需要实现从关注需求数量到关注需求质量的转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政策注重需求数量，不关注需求质量。就货币政策来说，传统的货币政策是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的，其结果是，随着利率的降低，投资的预期收益率越来越低，即投资的质量越来越差。如果此后利率突然上升，那么这个政策刺激出来的劣质投资就会亏损，相关贷款会成为烂账，烂账规模如果太大就会引发金融危机。实际上，这次美国金融危机就是这么来的。而供给侧调整针对的是消费者本来就有但未被我国供给满足的需求，这种需求本来就是优质需求，因此这种需求的增加有助于保证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二）从结构调整的角度谈供给侧改革
[1]



1.产业向高端服务业升级是中国经济的长期趋势

中国目前已经是上中等收入国家。2014年中国人均GDP为7593.88美元
[2]

 ，2015年估计会超过8000美元。在这一发展阶段，中国的产业结构将急剧向服务业倾斜，尤其是向高端服务业倾斜。高端服务业包括医疗保健、旅游、教育、金融保险、法律、文化娱乐、研究与开发以及政府服务等等。显然，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对高端服务的消费需求也将逐步提高，消费结构的变化就要求中国的产业结构随之调整。因此，高端服务业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也将逐步提高。因此，要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就需要能够保证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2.高端服务业的特点

然而，跟实物商品的生产和消费相比，高端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具有两个特点。首先，高端服务的质量没有客观的标准，完全依赖消费者的主观判断。实物商品看得见、摸得着，质量标准是客观的，也是可以检测的；而高端服务的质量则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感受，这使得生产者处于被动的地位。其次，在高端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方面，同时又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般而言，就高端服务的生产来说，生产者的信息比消费者多得多。这又使得消费者处于被动地位。高端服务的这两个特点使得在这些行业很容易出现纠纷，而且在出现纠纷时不像实物商品的消费那样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对商品质量进行检测，这就成为这一行业的一大特点。

以医疗行业为例。对于患者的病情以及治疗方法，医护人员拥有的信息要远远多于消费者（包括患者和患者家属）。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治疗过程或结果令患者或其亲属产生疑惑，就可能产生纠纷。我国目前全国范围内大量发生的“医闹”开始时就是这样产生的。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我国目前恰恰缺乏这样一个机制。目前，在纠纷发生时，用来解决纠纷的往往不是法律，而是患者亲属的“医闹”以及政府部门的维稳。其结果是，即使医院被砸、医生被打，政府为了维稳，往往也要求医院和医生先认输，赔钱了事。这种事情一多，就又引发了道德风险，即使患者亲属不认为医院的服务有问题，也要闹一闹，以获得一些利益。于是，“医闹”现象越来越普遍，医院和医生的权益和人身安全得不到保护，医闹和维稳就成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主要手段。显然，这不是一个好的纠纷解决机制。其结果是，我国培养的医学博士毕业后最想从事的职业不是当医生，而是当“药代”；医学院校的高考招生分数线越来越低；医院也穷于应付“医闹”，或者为了预防“医闹”，在遇到疑难病情时宁愿采取最为保守的疗法，以避免责任、规避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医疗行业要想快速发展显然不太可能。

据中华医学管理学会统计，自2002年9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实施以来，中国医疗纠纷的发生率平均每年上升22.9%，有的地方高达40%，全国平均每家医疗机构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的数量在40起左右。2014年情况有所好转，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量达78亿人次，相比2013年增加了5亿人次，发生医疗纠纷11.5万起，同比下降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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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医疗服务量的增长，医疗纠纷问题仍然突出。绝大多数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即存在“医不过二代”现象。

在有些高端服务业，除了上述两个特点之外，还可能存在一些行业特有的特点。比如在研发和文化娱乐领域，其产品很容易被复制、盗版，因此就很容易产生纠纷，要保证这些行业的发展，就需要对知识产权给予严格的保护。在政府服务方面，政府是一个拥有暴力手段的机构，如果对其行为约束不足，就可能出现政府侵权甚至暴力侵权的现象，我国各地出现的强拆、刑讯逼供以及由此形成的大量冤假错案就是明证。

3.一些好的纠纷解决机制

因此，要发展高端服务业，就必须存在一个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保证在出现纠纷时每一方的权益都能够得到合理的保护，确保供求双方的权益都能够得到保障，双方都能够通过这样一个纠纷解决机制得到公平和正义。到目前为止，在一个经济和社会中，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大致有以下四种。

第一种是良好的道德机制。道德机制是对当事人的一种内在约束。通过长期的道德方面的培养和熏陶，当事人就会形成一定的道德素养，在处事方式上就会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在职业上，就会遵从一定的职业道德规范；在日常生活中，就会遵循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通过这种内置于当事人身心内部的强有力的道德观念，人们在解决纠纷的时候同样也会遵从一定的道德规范，从而自觉地在这个道德规范的指引下寻求适当的解决纠纷的方法。如果当事人相信对方的道德水准，那么即使出现意外也可能不会出现纠纷，纠纷就被消解于无形之中。比如，如果一个人被认为德高望重，那么其他人就不会认为他会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即使在他涉及的事情中出现意外，人们也会认为他已经尽力，不会是疏忽或者其他人为事故，从而就不会出现纠纷。

第二种是良好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对当事人的一种外在约束。文化传统虽然可能是不成文的，但一旦形成，就成为当事人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规范，约束和引导着各方当事人的行为。在解决纠纷方面，就形成了特定的方式。比如中国古代的乡绅、宗族制度中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及其他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比如民间仲裁。

第三种是当事人之间直接的和平协商和对话。这种纠纷解决方式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尤其适用于具有不同的道德规范和不同的文化传统的当事人之间。通过和平的协商、对话、沟通，可以了解事实，协调各方的立场和利益，从而有效地解决纠纷。在没有正规的纠纷解决机制存在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的情况下，这是解决纠纷的有效方式。

第四种是法律。在以上各种方法都不能完美解决纠纷的情况下，法律就成为最后的手段。法律的特点在于可以通过暴力手段强制执行。这同样是一种外在的机制，由政府机关根据现有的法律来裁决和解决纠纷。因此，为了良好、有效地解决纠纷，最大限度地维护各方权益，就需要科学立法、公正司法、严格执法。三者环环相扣，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使得这一纠纷解决机制失灵。

在解决纠纷方面，法律体系是最重要、也是最终的机制，因此，要想发展高端服务业，首先得建立健全法律体系。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是高端服务业发展的保证和前提条件。

同样以医疗行业为例。在中国的法律环境下，“医闹”很普遍、很猖獗，而且打医生、砸医院几乎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同样的情况在法制健全的美国就完全不一样。据报道，2015年11月初，一对中国夫妇在美国的一家医院给儿子看急诊时就拿出了在中国“医闹”的做法，结果患儿父亲被警察打断胳膊，夫妻俩被递解出境，20年内不得进入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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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些不好的纠纷解决机制

同样，在现代中国社会中，也还存在一些不好的纠纷解决机制。

第一种是当事人私下以暴力手段解决问题，甚至出现流血事件。比如“医闹”。现在在中国，“医闹”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普遍的事情，在政府维稳的压力下，往往不问青红皂白以抚慰患者家属告终。

第二种是通过有组织的黑社会。比如现在许多地方存在的专门收账的个人或者机构，以及职业化的“医闹”组织。这些机构往往通过有组织的黑社会行为强迫一方或者多方当事人屈从别人的利益，而不问是非曲直。这就会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第三种是政府不正当作为。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政府本应该是裁判员和服务员，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但在中国，目前往往出现政府的不正当作为。比如近年来各地很常见的“强拆”，就是政府在解决纠纷中不正当介入的一种方式。同时，政府可能会出现不作为的现象。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不久前出现的青岛大虾事件中，店主以暴力行为危及消费者人身安全，在消费者报警的情况下，警察居然不惩处店主的暴力行为，反而要求双方协商；同样，在消费者向相关政府部门投诉时得不到及时的帮助。这些都会对纠纷的解决产生负面影响。

第四种是政府干预司法或者以维稳的形式代替司法。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在出现纠纷时，正常情况下应该依靠法律来解决问题，但在中国，最终会演变成维稳问题，从而政府行政力量介入。以这种方式解决的纠纷由于缺乏法律基础，以及程序方面的缺陷，往往不能彻底解决问题，遗留问题太多。

5.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高端服务业将是中国经济今后的趋势。而高端服务业的特点要求经济中必须存在一个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否则高端服务业将无法得到健康、持续的发展。而我国目前恰恰就缺少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构建一个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就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这就要求我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种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需要一个良好的道德体系和文化体系。这两个体系的存在能够从源头上解决大部分纠纷。在这两个体系解决不了纠纷的情况下，才需要和平对话和法律来解决，其中，法律是最后、也是具有强制效力的手段。因此，我国就需要构建良好的道德体系和文化体系，和平、有效、为各方所接受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以及一个立法科学、司法公正、执法严格的法律体系。

其次，我们还需要消除那些不好的纠纷解决机制。这就需要打击各类暴力犯罪行为，尤其是黑社会组织，这同样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同时需要规范政府行为，使其合理、正确作为，不缺位、不越位，并且要严格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运行。

综上所述，供给侧改革的目的就是为生产者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生产者提供适当的政策环境、法律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以及正确的激励机制。因此，在目前阶段，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就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包括道德体系、文化体系、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以及法律体系，同时需要约束政府行为，使其正当作为。

（三）我国目前供给侧改革或调整的内容

就我国目前的供给侧改革或调整而言，应该既考虑长期，也考虑短期。因此，目前供给侧改革或调整就有如下内容。

1.要素禀赋结构的调整

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林毅夫、苏剑，2007）。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一个经济的要素相对价格体系，企业就根据这个要素价格体系来确定自己的产品和技术，这就决定了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因此，要想调结构、转方式，最根本的是调节要素禀赋结构。如何调节要素禀赋结构呢？

（1）劳动力。

我国今后将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在劳动力资源的调整方面，我国首先应该实行人口政策的改革，立即彻底放弃计划生育政策，转而鼓励生育，保证劳动力资源的合理增长。其次，全面改革教育制度，加强素质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尤其是加快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为中国的基础教育树立正确的风向标。最后，随着我国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越来越严重，我国将不得不引进外国劳动力，因此应该改革对外籍劳工的引进和使用制度，既吸引外国劳动力，又要加强管理，设法避免出现治安等社会问题。

（2）自然资源与环境。

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越来越大，自然资源也将越来越短缺，而我国的自然资源不管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无法满足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因此，就需要扩大对外开放，保证中国自然资源的供应。同时要改革自然资源的使用制度和价格机制。在环境方面，要加强立法和执法，提高环境标准，确保人们生活水平和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经济活动的公平正义。同时，对土地制度进行改革，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

（3）资金。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资金越来越充裕，目前逐步向资金密集型国家过渡，因此，中国应该进行对外投资体制和外汇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方便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资金密集程度的提高，金融深化将加剧，对契约的要求和实施就越来越强烈，因此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同时，还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

（4）技术。

最近30多年时间里，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但随着中国经济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加剧，我国经济增长对科技进步的依赖将越来越大，而且随着我国后发优势的减弱，未来我国的科技进步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自主创新。因此，就需要在人才的培养和使用方面进行改革，加快科技人才的培养，并提高科技人才的积极性。这就要求对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进行改革，给科技人员提供公平、公正、透明的科研环境，并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投入的申请、使用制度，提高投入使用的效率。

2.结构调整

结构调整虽然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但在目前面临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同时也是一个短期问题。首先需要去产能。中国目前需要淘汰过剩的低端产能。这些产能的淘汰，应该主要靠市场自然淘汰，也可以通过提高环保标准、质量标准、生产安全标准等等来进行，但不要通过行政手段进行，否则会导致寻租、腐败，最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其次需要发展高端产业，培育高端产能。这就要求我国为高端产能尤其是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合适的社会、政治、法律、政策环境，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行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就变得必不可少。

3.制度改革

在供给侧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退出竞争性领域，实现国有资产的战略性重组，营造公平、透明的经营环境，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

加强反垄断，增强竞争性。竞争机制是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也是保证经济效率的需要，因此中国应该加强反垄断，并降低各个行业的准入门槛。

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简政放权，减少审批环节，降低交易成本。

改革资源配置制度，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加强土地资产、劳动力的流动性，促进资源向更有效率的领域和部门流动。

改革税收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实行实质性减税。目前我国企业的税负过高，企业和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障费用标准过高，加大了企业的成本，削弱了企业的竞争力。

二、我国需求侧改革的意义和内容

（一）优质需求的长期增长是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关键

在目前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主要是把需求放在短期框架内考虑，几乎没有从长期考虑需求的。目前所谓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实际上是关于生产能力或者潜在产出长期增长的理论，对于需求的长期增长基本上没有涉及。即使一些经济增长模型涉及需求，也是假定长期内供求总会实现均衡，因而对需求的长期增长不予深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经济的长期增长需要需求和供给同步增长；如果需求的增长跟不上供给的增长，就会出现生产过剩的危机；反过来，如果供给的增长跟不上需求的增长，就会出现通货膨胀，或者商品短缺的危机。

所以长期来看，需求必须能够增长。但一个经济要想长期健康增长，需求必须是优质需求。所谓的“优质需求”，指的是能够给消费者带来较高的边际效用或者给投资者带来较高的预期投资收益的需求。比如说，一个经济中消费需求的增长是因为新产品的出现引发了新的消费热点，这种新产品消费的边际效用一般较高，因此就属于优质消费；或者一个经济中投资的增加是因为有了更好的投资机会，因而可以得到更高的预期投资收益率，这种投资也是优质投资。

相反，目前流行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是通过降低消费的边际效用（如果政策针对的是消费）和投资的预期收益率来刺激需求的，因此刺激出来的都是劣质需求。以货币政策为例，货币政策通过降低利率来刺激投资，但随着利率的降低，预期收益率更差的项目被采用，因此投资的质量越来越差。最后，一旦由于某种原因利率上升，这些项目就会亏损，相关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贷款，规模一大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那么从长期来看，中国是否存在潜在的优质需求？其规模有没有可能保证中国的长期增长？我认为从需求一边看，中国不缺优质需求。下面我们分别从消费和投资两个方面来看。

（二）中国优质消费的来源

从全球经济的角度看，优质消费的来源最终是地球上从未有过的新产品的开发，这对于处于全球科技前沿的发达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来说是不可回避的。但对于中国来说，我国经济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国不处在世界科技前沿，我国目前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不论从科研能力还是财力看都不能大规模从事这种新产品的开发。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优质消费的来源主要有以下四个：人口政策调整，消费升级，对内、对外开放和促进有效供给。

1.人口政策调整

人口政策调整能够带来优质消费。原因就在于中国未来将面临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和老龄化问题，并将对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巨大压力，而增加生育可以缓解这些问题。新出生的儿童会立即带来消费的增加，但在大约20年后才能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因此，生育政策的调整短期内刺激需求，长期内刺激供给。

目前中国已经决定全面放开二胎，以后中国的人口政策将继续松动，最终在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的压力下将不得不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虽然我认为中国应该立即彻底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并转而鼓励生育，但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来看，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就将在长期内对中国的消费产生影响。

2.消费升级

即使在人口不变的情况下，中国也可以通过消费升级来产生优质消费。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中国和美国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差别，跟这个差别对应的就是中国和美国消费的差别，消费的这种差别就是中国今后消费升级的方向。目前中国的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大概是美国的四分之一，因此，如果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能够赶上美国，那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还有翻两番的空间，也就是可以以7%的速度发展20年。这个空间是很明白的、实实在在存在的，除非假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永远赶不上美国。

观察一下中美经济的情况，可以发现中美消费的差别主要在高端服务业方面。在实物商品的消费方面，中美其实差别不是很大，差别最大的就是高端服务的消费。高端服务的消费包括医疗保健、教育、法律、文化娱乐、旅游、研发、金融、政府服务等等。目前中国老百姓在这些产品的消费方面恰恰是非常不足的。

3.对内、对外开放

开放可以增加消费品的种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理或者不同的文化，总会创造出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消费品。比如，四川人发明了川菜，而陕西人则以面食见长；如果两个省份互相封闭，那么每个省份就只有自己的特色食品可以享用，陕西人吃不到川菜，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种食品，四川人也一样；而一旦互相开放，就可以品尝到另外一种风味，这无异于增加了每个省份的老百姓能够消费的产品的种类。旅游也一样。有人说过，“所谓旅游，就是从你待腻的地方去别人待腻的地方看看”，在“你待腻的地方”，各种风景、食品等等消费品对你的效用已经很低，你已经“待腻”了，意味着边际效用是零了；而“别人待腻的地方”，对你来说还没有体验过，边际效用很高，因此，旅游提高了旅游者的效用和福利。所以开放本身就让人们能够享受异样的风光、异样的美食、异样的文化、异样的风情，这是消费品种类的增加，给人们带来的是高效用的消费品。

4.促进有效供给

即使不考虑上述因素，我国扩大消费也有很大空间。看看中国消费者在国外消费的情况就知道中国居民的消费潜力有多大。中国消费者到了日本能把人家的马桶盖买光，到了欧洲能把人家的奢侈品清空，到了香港能买得香港人买不到奶粉，到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能让当地人买不起房子。这些都说明中国老百姓不缺需求，缺的是有效供给。

中国消费者需要质量可靠的商品，但对中国自己的产品却缺乏信任感。中国的小孩需要奶粉，中国的奶粉生产能力也不缺，但国产奶粉我们却不敢给小孩吃，但凡有支付能力的家庭都愿意给孩子吃进口奶粉。同样的产品，哪怕是中国货，在国外市场的质量都比国内好，价格也比国内低。如果中国企业能够生产出中国消费者信得过的产品，或者拿出为国际市场生产的态度来满足国内市场，就可以把中国消费者对进口货的部分需求转换为对国内产品的需求。这也是优质需求——试想一下，老百姓出国购买的产品怎么可能是劣质需求即边际效用较低的需求？

（三）中国优质投资的来源

优质投资是能够给投资者带来较高的预期收益率的投资。要想保证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在扩大投资时，就必须保证投资的质量。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刺激投资时，是通过降低投资成本来进行的，因此刺激出来的投资必然是劣质投资。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投资。

要想刺激优质投资，就必须为企业提供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就目前的中国经济而言，好的投资机会来源有三个，一是自主创新，二是产业升级，三是生态文明建设。

1.自主创新

自主创新的道理不言自明，也是许多人提倡的。但我认为，我国目前距离世界科技前沿还较远，同时，从科研实力和财力而言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但即使现在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我国在自主创新方面加大投入也是应该的，当然，也可能在某些方面获得世界领先的成果。但要依靠这个来为经济提供足够的优质投资机会，估计在到达世界科技前沿前不能指望，即使有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事情。

2.产业升级

通过高端产业向我国的转移，产业升级的确能够为经济提供优质的投资机会。道理也不言自明，此处不多说。其中的投资规模也可能非常大。

3.生态文明建设

从投资一边看，中国现有的投资空间在急剧缩小。此前20多年，房地产投资对于拉动中国经济起了很大作用。有人对房地产投资提出批评，说中国此前20多年的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错误的，为什么呢？房地产投资有它自己的内在逻辑，尤其在二三十年之前，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住房状况非常差的时候，住房需求就是中国居民最迫切的需求，那个时候住房对中国老百姓的边际效用很大，所以那时的房地产投资是优质投资，那个时候大力发展房地产业就是符合当时老百姓的需求的。年房地产投资曾经占到中国GDP的12%左右，这个规模是相当大的。现在，随着中国长期进行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中国的住房市场基本上已经饱和；同时，在中国目前的人口状况及人口未来走势变动的背景下，房地产投资的前景已经越来越差。基建投资也一样，随着中国各种基础设施投资越来越多，投资规模也会慢慢减下来，目前虽然还有前途，但基建投资增速在缓慢下滑，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因此，中国接下来想刺激投资，就需要找到一个不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都足以替代以前的房地产投资的项目。在我看来，中国倒是的确有这样的项目，就是生态文明建设，最典型的就是治理沙漠。治理沙漠是中国迟早要做的事情，且对国家有利无害。中国有260多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治理沙漠需要大规模的投资。260多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治理起来至少需要20年，投资规模是非常大的，从需求一边看，仅此一项就足以拉动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20年。

问题是怎么保证这种投资是优质投资？这个投资从哪儿来？当然不能靠政府，靠政府又要导致政府债务问题，所以如果靠政府投资治理沙漠，就会形成劣质投资。所以重要的是吸引民间投资从事这一工作，那就得给民间资金治理沙漠提供较高的收益率，这就需要设计一个良好的激励机制让民间资本愿意投资。我的建议就是用土地换投资，即用沙漠的长期使用权甚至所有权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这一领域，一块沙漠谁治理好就给谁几百年的使用权甚至直接给所有权。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激励还不够强怎么办？政府提供补贴。这样就可以在政府支出最少的情况下给民间资本提供较高的收益率，吸引民间资本投资，形成优质投资。

为什么是优质投资呢？从国家的角度来看，沙漠变成了良田或者其他形式的可以利用的土地；对民间资本来说在目前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这是很好的投资机会，可以取得高收益。政府付出原本就没有用的沙漠，获得的是治理好的土地和优质的生态环境；同时，现有的过剩产能得以消化，中国现在过剩产能就在钢铁、水泥这些行业，而治理沙漠时大量需要的恰恰是这些产品，这就正好可以把中国现在的过剩产能利用起来。所谓的“过剩产能”，是相对于需求而言的，一旦找到合适的需求，就不再是“过剩产能”了。

（四）改革是优质需求的保证和前提

从消费和投资的潜力来看，中国经济未来还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单纯看需求，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20年一点问题也没有。但要把这些潜力变成现实，中国需要全面深化改革。

1.优质消费的扩大需要改革

（1）人口政策调整需要改革配合。

人口政策的调整会导致需求的增长，但仅仅人口政策的调整还不够。因为社会中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都是为人服务的，因此新出生的人口将必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必然要求相关领域的改革配套，因此中国今后要想鼓励生育，即使在目前的城镇化和户籍管理制度下，也需要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教育体制包括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等方面的配合，否则鼓励生育的政策将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2）高端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改革。

如前所述，高端服务业将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方向。但是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存在两个大的差别，第一个差别就是服务的质量是没有客观标准的，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判断，也就是服务质量的好坏全看消费者是否满意。这跟实物产品的消费完全不一样，实物产品的消费是有客观标准的，肉眼无法辨别的可以通过仪器检测。但服务质量的好坏完全取决于消费者的主观判断。另外一个差别是，在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方面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比如说医疗服务，医生掌握的信息当然要比病人多得多。

由于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存在这两个特点，在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方面就可能出现比较多的纠纷。以医疗服务为例，在现在的中国，一个病人进了医院首先想到的是会不会被过度医疗，然后病人进了医院医生看着也害怕，他会想这个病人会不会伤害我。医患之间的不信任导致医患纠纷很多。

这样就意味着要想发展高端服务业，就必须提供一个良好的纠纷解决机制或者使纠纷消弭于无形的文化体制和道德体制。比如说，我们就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如果出现医疗纠纷这样的事，就通过良好的法律体系来解决，在法律体系之外，政府还要提供其他优质的服务，比如公平、正义、安全、秩序等等。目前的情况是，医疗纠纷出来了政府就要维稳，维稳往往是让医院和医生认输，哪怕是患者家属打了人、砸了医院也没事，这显然意味着政府服务质量太差。在良好的国家治理体系之外，还要有良好的文化体系，也需要良好的道德体系，比如说职业道德，如果病人相信或者病人家属相信医生已经尽职尽责了，他可能就不会找事。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下一步最主要的发展方向的时候，对这种软的基础设施的需求就越来越强烈，这就逼迫我们国家要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这些东西。

（3）对内、对外开放需要改革。

对内开放的目的是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内大市场，从而扩大国内总需求。这就需要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教育制度、人口管理体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各方面的全面改革。同时，也需要保证居民异地消费的安全和公平。以旅游为例，“青岛大虾”事件就是明显的欺诈行为，并且存在消费者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且警察却没有提供应有服务的情况。在这样的体制下，这种优质消费需求就无法得到最大限度的实现，扩大消费的效果自然就不佳。

对外开放也一样。对外开放在扩大优质需求方面的主要渠道是旅游和出口。在旅游方面，要想最大限度地扩大这种优质消费，就不仅需要对国内市场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打击各种欺诈行为，强化社会治安，确保游客的消费安全和人身安全，这跟对待国内游客是一样的；而且需要政府尽可能简化出入境和退税手续，为国际消费者尽可能提供各种便利。在刺激出口方面，同样需要保证中国产品的质量和消费安全，并尽可能简化出口的相关手续。

（4）促进有效供给需要改革。

要促进有效供给，首先需要法律体系的改革。以乳制品行业为例，由于质量得不到国内消费者的认可，国内的乳制品供给多为无效供给，要想把这种无效供给转化为有效供给，就必须加强监管、立法并加大处罚力度，确保国内乳制品的质量和国内消费者的消费安全。同时，也需要改革税制，使得国内消费者也能享受到外国消费者享受的那些优质产品，至少使得国产货在国内外一个质量、一个价，不出现国产货的国际价格低于国内价格这样的笑话。

2.扩大优质投资需要改革

（1）自主创新需要改革。

产品创新是扩大优质需求的重要途径，虽然自主创新在目前还无法成为我国创新的主流，但毕竟还是有的，而且可以预见，自主创新在我国今后将越来越多。因此，要鼓励自主创新，就得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这就要求我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司法、执法方面都深化改革，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同时，为了鼓励自主创新，在科技体制方面尤其是科技成果和科技人员的评价机制方面要进行全面深入的改革。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个在中国连院士都评不上的“三无”科学家，在国际上却获得大奖，这足以说明中国的科技评价体系存在严重问题，这将对科研人员的激励机制产生扭曲，降低科技资源配置的效率。另外，教育体制也应予以改革，以适应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2）产业升级需要改革。

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是对应的，消费升级需要什么样的改革，产业升级也就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当然，除了消费升级需要的那些改革之外，面对不断升级的产业结构，生产的组织方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对相关市场的监管等领域也都需要改革。

（3）生态文明建设也需要改革。

如前所述，对中国扩大需求来说，治理沙漠不管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可以替代房地产投资。但这一政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要想吸引民间投资去治理沙漠，就必须有足够强的激励，就需要用长期土地使用权或者土地所有权来换取民间资本的投资，因此马上就面临一个问题：土地制度必须改革，至少沙漠土地制度必须改革，同时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同时，国家治理沙漠的领导和组织体制也需要改革，甚至需要行政区划的改革相配套。

（五）改革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刺激优质消费还是从刺激优质投资来看，中国都具有巨大的空间，因此可以保证中国经济的长期健康快速增长。从消费方面来看，中国居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因此，在扩大消费方面为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空间；同时人口政策调整，对内、对外开放以及促进有效供给也都有助于刺激中国的优质消费需求。从投资方面来看，自主创新、产业升级、生态文明建设都具有拉动优质投资的巨大空间。

但若想充分利用这一空间，中国就必须全面深化改革。不仅需要经济体制方面改革的深化，还需要在人口政策、土地制度、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户籍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同时还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以及文化体制的改革和道德体制的重建。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就成为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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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供给管理政策及其在调节短期经济波动中的应用
[1]



导读：在学术界存在一个误区，就是认为供给管理只能用于长期宏观调控，不能用于短期宏观调控。本章指出，由于各种资源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决定于生产者的激励，而激励是可以随时发生变化且能够被政府调控的，所以，供给管理从超短期宏观调控到超长期宏观调控均可使用。本章指出，供给管理的短期政策工具包括调节税收、调节要素价格、体制改革、推进技术进步等等。本章同时指出，引入供给管理并不意味着放弃需求管理，恰恰相反，需要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结合使用；本章论述了供给管理跟需求管理的组合方式。

一提起宏观经济政策，人们往往自然不自然地就把它等同于需求管理政策。供给管理政策虽然也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部分，而且在经济实践中被经常采用，但却总是被人们忽视。这种忽视大概起源于凯恩斯。在讨论如何治理大萧条时，凯恩斯认为问题的关键是要降低真实工资。而要降低真实工资，只有两种办法：提高价格和降低工资。提高价格需要刺激总需求，因此属于需求管理政策；而降低工资的目的是降低生产成本，因而属于供给管理政策。在凯恩斯看来，降低工资会受到工人和工会的反对，阻力太大，因此是不可行的。凯恩斯指出：

人性与制度既是如此，则只有愚蠢之徒才会挑选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而不挑选有伸缩性的货币政策……故说在一个大体上是自由放任的经济体系之中，有伸缩性的工资政策是应有的、必要的附属品，这种说法，刚与真理相反。（凯恩斯（1936），268~269页）

凯恩斯对需求管理政策的偏爱以及需求管理政策在战后的成功，奠定了需求管理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基础地位，也导致了人们对供给管理政策的普遍忽视。到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的出现打破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神话，于是供给管理政策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就是所谓的“供给学派经济学”。供给学派强调供给管理政策尤其是税收政策的作用。供给学派观点的一个突出的反映就是其对于政府税收收入与税率关系的解释。供给学派认为，税率的变动会影响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当税率提高时，人们的工作积极性逐渐下降，从而总收入下降。如果总收入下降的比例小于税率提高的幅度，则总税收收入会上升。随着税率的逐步增加，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下降的幅度越来越大，从而总收入下降的幅度也越来越大，最后会达到这样一点：税率提高的幅度恰好等于总收入下降的比例，此时税收收入达到最大。如果政府进一步提高税率，政府税收收入会下降。这就是有名的“拉弗曲线”。因此，在供给学派看来，政府要想刺激经济，增加就业，最好的办法就是降低税率。

在滞胀的冲击下，供给学派在20世纪80年代初风行一时。里根政府接受了供给学派的政策建议，采取了大量供给学派的政策。这一政策虽然在治理“滞胀”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却导致了巨额政府债务。随后，随着人们对滞胀的理解逐步深入，需求管理政策重新占据了宏观经济政策的主导地位，供给管理政策也逐步退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宏观经济学的主流教科书中再也找不到关于供给管理政策的只言片语。

然而，供给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消失，供给管理在实践中依然大量存在。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应运而生，供给管理政策也改头换面，以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等形式重新回到了经济管理的舞台。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产业政策和区域经济政策都是供给管理政策。而同一时期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关注也导致了增长政策理论的提出，增长政策针对的是长期总供给，因此也是供给管理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和增长政策因而就成为供给管理政策的几个主要构成部分。

然而，人们对供给管理政策的重视也仅在于其对经济的长期影响，在调节短期经济波动方面供给管理政策的作用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一般而言，需求管理政策被认为发生作用比较快，而供给管理政策被认为发生作用比较慢。因而供给管理政策常常被认为不能用于短期调控。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现实经济中，供给管理政策经常被用于调节短期经济波动，只是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或者不被看作供给管理政策而已，有些供给管理政策甚至被想当然地看作需求管理政策。从下文我们可以看到，弄清楚一种政策是供给管理政策还是需求管理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两种政策对价格水平和总产出的影响是不一样的，因而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政策效果的判断和对宏观经济形势的预期。

本章的目的就在于探讨供给管理政策的短期效应（本章以下所说的“供给管理政策”即是指“短期供给管理政策”）。在第一节，我们分析供给管理政策及其与需求管理政策对经济的总体影响的差异。在第二节，我们讨论供给管理为何可被用于短期宏观调控。在第三节，我们介绍各种供给管理政策工具以及它们对总供给的影响。在第四节，我们探讨供给管理政策及其与需求管理政策的组合及其效果。第五节是总结。

一、供给管理政策与需求管理政策对经济的影响

供给管理政策工具指的是那些能够调节企业的平均生产成本并且能够由政府控制的因素，与此相应，需求管理政策工具指的是那些能够使得总需求发生变动并且能够由政府控制的因素。其效果反映在供求关系图上，就是总供给曲线或总需求曲线的移动。在现实经济中，同一个政策，如果作用于总需求一边，会导致总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同向变动；而如果作用于总供给一边，则会导致总产出和价格水平的反向变动。因此，如果我们同时关心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认清一个政策是供给管理政策还是需求管理政策就至关重要。

面对一个给定的宏观经济问题，既可以采取供给管理政策，也可以采取需求管理政策，还可以采取二者的某种结合，如图3—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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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供给管理政策与需求管理政策的组合

图3—1采用的是标准的总供求分析框架。图中，横轴为总产出/总收入Y,纵轴为价格水平P,AD表示总需求曲线，SAS表示短期总供给曲线，LAS表示长期总供给曲线。Yf表示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总需求曲线AD与长期总供给曲线LAS的交点即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假定经济开始时的产出水平和价格水平分别为Y1
 和P1
 ，此时经济虽然处于短期均衡，但未达到充分就业。要想实现充分就业，政府可以采取需求管理政策，使得总需求曲线移至AD′，此时经济在价格水平P2
 下实现充分就业；政府也可以采取供给管理政策，使得短期总供给曲线移至SAS′，此时经济在价格水平P3
 下实现充分就业；政府也可以采取供给管理政策与需求管理政策的任意组合，比如使得总需求曲线和短期总供给曲线分别移至AD″和SAS″，此时经济在价格水平P4
 下实现充分就业。不同的政策组合虽然都实现了充分就业，但所经历的通货膨胀路径是不一样的，扩张性供给管理使价格水平降低，而扩张性需求管理使价格水平上升。

二、供给管理为何可被用于短期宏观调控？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总供给决定于一个经济可用的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是一个存量，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供给管理被许多人认为只能用于长期调控，如促进经济增长等，在短期内则不适用。这种观点是不对的。

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总量和技术水平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大的变化，因此无法作为短期调控的变量，这一点没有问题。然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和技术水平的利用率与利用效率在短期内却是可以发生大的变化的，也是可以通过政府政策进行调控的；而一个经济的可用资源和技术的利用率与利用效率则取决于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所面临的激励。一个经济的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技术等等在短期内可能无法发生变化，但生产者的激励却是可以随时变化的。正如供给学派的代表人物拉弗所说：“一旦人们面临的激励发生变化，其行为就会随之改变。正的激励吸引人们做一些事情，而负的激励阻止人们做一些事情。处于这种情境中的政府的作用就在于改变人们面临的激励，从而影响社会行为。”（Laffer,1983，xv页）因此，调节生产者面临的激励是短期供给管理政策的核心。

作为一个正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对激励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可谓体会至深。实际上，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任何一次大的经济波动的背后都可以看到激励变动的影子。1959—1962年间的大饥荒之所以出现，就在于人民公社制破坏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而此后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则使得许多人对于发展经济望而却步；国有企业中的平均分配现象也使得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下降。20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实际上就是激励机制的改革，这一改革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为解决温饱问题奠定了基础，而屡次提高粮价实际上也是在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可以说，我国的农村改革是最成功的供给管理实践。此后的国企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等，实际上都是在设法提高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

因此，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来看，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激励都是可以迅速发生变化的，因而会导致总供给的迅速变化。最近几十年来，信息经济学和机制设计理论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激励对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如何对激励进行调节。这些就构成了供给管理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在应用供给管理进行宏观调控时，应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以间接调控代替直接调控。即运用供给管理政策调节激励、约束生产者的条件，并且这种调节是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中和政府行为法治化、民主化的规范当中展开，而不是直接干预和否定生产者本身的行为。（2）以价格调节代替数量调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价格信号即市场的作用被否定，数量信号和配额指标成为经济的主要调节信号和基本方式，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资源配置来说市场是基础性的，价格信号是基本的，因此在进行供给管理时应以价格调节为主要手段。当然，这种价格调节不能是直接的价格管制，而是以税收、补贴等形式出现的间接影响生产成本的价格调节方式。在市场经济中，企业拥有产品定价权，政府一般不应直接规定产品价格，而应对产品价格进行间接调控。企业应当在制度上，特别是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具有发现贴切价格信号的动力和能力，也应当面对竞争性市场价格的硬约束。（3）以宏观调控代替微观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供给管理政策对企业（生产者）进行调控时，不应直接具体干涉某企业的运营，而应当一方面尽可能使政策针对某一类企业，比如某一行业、某一产业、某一地区，或某种具有相同特征的同类企业；另一方面，尽可能影响这类企业所共同面临的竞争条件和环境，而不是直接影响企业行为本身。也就是说，供给管理政策虽然是针对企业的，但应当尽可能使其“宏观化”、“普遍化”。（4）以法律手段代替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的优势在于它包含了政策执行者和政策作用对象之间的互动机制，也就是说，既包含了对政策作用对象（企业）的法律约束，同时也包含了对政策执行者（政府）的法律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供给管理政策，重要的条件之一在于规范政府行为，使之规范化、法治化、程序化，否则供给管理很可能导致政府行政集权。而且，任何政策都可能有漏洞，一方面，政府有可能对经济不了解或对经济的某些方面缺乏足够的信息，另一方面，个别企业也可能的确面临特殊情况，因而相互之间的互动机制的存在就极为重要。如果说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那么，法治化深入的关键，不仅在于对一般市场经济中的私人主体行为建立和健全法律约束，而且更重要的在于对公权行为主体的行为形成有效的法律约束。否则，以行政手段为主，在政府与企业间只是垂直的行政性管制，而不能形成互动机制，供给管理政策的实施便可能导致管理体制的行政化。

三、供给管理政策工具

那么，政府如何调节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的激励呢？所谓“激励”，就是驱动生产者做出某种行动的因素。如果只考虑利益驱动的话，对于企业来说激励取决于其盈利能力，对于工人来说激励取决于劳动报酬。如果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驱动因素，则可能涉及心情、荣誉感、利他行为、个人理想或兴趣、感情等多种因素。比如，爱国主义精神可以驱动人们为了国家努力工作或献身，因此鼓动爱国情怀就可以调动或净化人们努力工作的积极性，甚至为了国家而献身。这也是一种供给管理政策。从经济的角度看，供给管理的着眼点就在于调节企业的盈利能力或工人的劳动报酬。企业的盈利能力决定于企业的收入、支出和对要素的利用效率，而工人的劳动报酬则取决于分配制度。因此，相应地，供给管理政策工具就可以分为如下几大类。

（一）调节生产成本的政策

给定产出水平，要素价格就决定了企业的总生产成本。因此，调节要素价格就可以调节企业的盈利能力。这又包括以下几种政策工具。

1.工资政策

如前所述，工资政策是凯恩斯最反对的一种供给管理政策。在凯恩斯看来，由于工会的存在以及人的本性，工资是刚性的，至少是不可降低的。因此，工资很难被用作政策工具。实际上，调节工资可以有多种方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工人支付报酬的方式也从单纯的工资发放发展到包括奖金、各种福利、各种社会保障支出等等，因此凯恩斯当时担心的问题就有了新的解决办法。

（1）工资冻结。

工资冻结就是政府通过强制命令的方式要求企业和工人不得调整工资。这种政策在经济现实中被经常用到，不过常常被用反。例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滞胀现象。此时，如果经济自动调整的话，工资水平本应下降，从而使得总供给回到原来状态，经济重新恢复原状。但由于工资刚性的存在，这种自动调节过程非常缓慢。因此，如果想通过调节工资来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的话，美国政府本应促进工资的调整。但美国政府选择的却是工资冻结，实际上加剧了工资刚性，使得经济波动幅度加剧，衰退持续时间延长。

工资冻结政策适用于由于非经济因素使得工资过快增长的情形。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情况下，工资增长过快在短期内将导致滞胀，在长期内随着企业利润下降，投资减少，竞争力减弱，最终会减缓经济增长速度。此时，如果由政府出面进行工资冻结，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就均可得到控制。

（2）工资补贴。

在经济由于总需求不足而陷入衰退的情况下，从理论上说降低工资是可以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的。然而降低工资一方面可能导致社会不稳定，另一方面也可能会由于居民收入水平下降而导致总需求进一步下降，从而使得经济衰退加剧。此时工资补贴政策可以同时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具体而言，企业保持给工人的工资水平不变，由政府按工人人数或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对企业支付一定的工资补贴。这样，工人的收入水平不变，因此不影响其消费；而企业实际支付的工资成本却下降了。这种政策实际上也是财政政策的一种。这种政策用得较少，一般用于对特殊群体的特殊照顾，比如对企业雇佣残疾人的补贴。

（3）取消或降低雇主缴纳的部分社会保障费用或其他费用。

在现代经济中，在工资报酬之外，企业往往需要以其他形式向工人支付一定的报酬，比如住房公积金、社会保障费用等等。如果以法律形式取消或降低这些支出，就可以降低企业的实际负担，从而使得总供给曲线右移。而对于工人来说，这些收入的使用方式或方向往往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这些收入的降低对工人现期消费的影响不大。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就曾采取过这样的政策。在新加坡，企业必须在工人工资之外，再向工人的住房公积金账户支付工资的10%。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新加坡政府宣布暂时取消这一要求，从而使得企业的工资成本降低了同一比例。

2.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政策

与工资水平一样，调节原材料、能源价格也可以调节企业的生产成本。与工资政策类似，具体措施包括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冻结、对原材料和能源的使用征税或给予补贴等等。我国最近几十年来实际上一直采用补贴政策，具体形式是资源税很低，而且人为压低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但价格政策不应长期使用，否则会影响资源配置效率。

3.货币政策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货币政策被视为需求管理政策，实际上，货币政策同时也是供给管理政策，因为它不仅影响总需求，同时也影响总供给。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调节利率，而利率对经济有两方面的影响，它既可以影响总需求，也可以影响总供给，比如降低利率，一方面可以影响投资，促使投资需求扩大，从而增大总需求，货币政策在这里起着需求管理政策的作用；另一方面，利率同时也影响资本的使用成本，利率的降低使生产的要素成本降低，从而影响总供给。也就是说，利率的变动同时具有总需求效应和总供给效应。利率的这两种效应都促使均衡产出增加，但对价格水平的影响是不同的，总供给效应使得价格水平下降，而总需求效应使得价格水平上升。价格水平最终是下降还是上升，取决于这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从货币政策的实际作用效果来看，总需求效应一般大于总供给效应，因为总体来说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一般会带动价格水平上升。对于既要关注经济增长又要防止严重通货膨胀的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而言，关注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便有着特别的重要性。

那么，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
[2]

 的大小由哪些因素决定呢？货币政策对总供给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即货币的变动先是影响利率，然后利率的变化影响生产成本，再而后生产成本的变动影响总供给。相应地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程度的大小便取决于这三个环节。首先，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有多大？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越大，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越大，而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又取决于货币需求对利率的敏感程度，货币需求对利率越敏感，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就越小，因而，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越小。其次，利率变动对生产成本的影响程度有多大？这取决于经济中的总资本存量，总资本存量越大，利率的变动对生产成本的影响就越大。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超高储蓄导致快速的资本深化，因而我国经济的资本密集度不断加大，这样就会使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越来越大。最后，生产成本的变动对总供给的影响有多大？这取决于总供给的价格弹性，总供给的价格弹性越大，给定的生产成本的变动对总供给的影响就越大
[3]

 ，因而，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越大。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总供给的价格弹性较大呢？一般而言，一个经济的闲置生产能力越大，总供给的价格弹性越大，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当经济处于衰退阶段时，货币政策的总供给效应就较大。
[4]



（二）调节企业收益的政策

通过对生产者的收益进行调节，也可以调节生产者的总供给。调节生产者收益的方法一般有三种：一是税收，比如征收或调整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出口退税等；二是补贴，如针对粮食生产的补贴等；三是价格，比如提高粮食价格就有助于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从而增加粮食供给。

税收政策是供给学派眼中最重要的政策工具。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供给学派给里根政府开出的政策处方几乎全都是税收政策。

显然，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要比货币政策的供给效应更直观一些，也正因为如此，在供给学派看来，政府要刺激经济、增加就业，最有效的办法便是降低税率。但另一方面，与货币政策相同，财政政策通常也往往被视为是需求管理政策。然而事实上，财政政策同时也具有供给效应。一定的财政政策属于供给管理政策还是属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是视其针对生产者，还是针对消费者，针对消费者的财政政策一般属于需求管理政策，针对生产者的财政政策大都属于供给管理政策。作为供给管理政策的财政政策工具影响的是厂商的成本，包括税收、工资成本、利息成本、原材料成本等。

税收政策对厂商实际成本有重要的影响，显然调节企业所缴纳的各种税收，如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营业税、进出口税等都可以影响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从而增加总供给。同时，对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也能够影响总供给，因为一方面，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可以影响人们的储蓄，而储蓄又会影响利率，从而影响平均成本变动；另一方面，个人所得税会对工人的积极性产生影响，从而影响生产效率，相应地影响平均成本。此外，对企业的生产补贴也等于政府对企业的支持，降低了生产成本，其机理与减税是相同的。问题在于，税收政策同样影响总需求，比如减税既可以影响总供给，又可以影响总需求，那么，减税到底是对需求的刺激程度大还是对供给的影响程度大？进而，减税到底是需求管理政策还是供给管理政策？这一问题是从供给学派出现直到目前都还没有完全解决的争议问题。尽管在对总需求与总供给影响程度大小的判断上存在差异，但承认税收政策影响总供给是普遍的共识。我国经济自1998年以来一直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包括扩张性的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政策，这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对刺激总需求（尤其是扩大内需）有重要作用，但不能忽视其同时作为供给管理政策的效应。自1998年起，从纺织品出口退税率的提高（由9%提至11%），到取消对企业20项行政事业收费；1999年先后进一步提高服装业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7%），对房地产业的相关税费予以一定的减免，同时取消对企业的73项基金收费；2000年对软件、集成电路等高新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宏观组，2005，174~175页）；2003年针对“非典”冲击，对航空、旅游等行业实行阶段性减税；2004年以来一系列减免税收政策相继出台，包括采取新的出口退税办法，取消农村农业税，大规模取消农民的缴费项目，试行企业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等等。这些措施都对企业实际生产成本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提高企业竞争力产生了重要作用。

（三）生产配给政策

生产配给政策属于行政手段，指的是采用行政命令或协商的方式就各个企业对某种产品的生产规模予以限定，或以同种方式就某种生产资料的使用在各个企业间进行分配。这种手段在计划经济下用得极其广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经常采用，比如，美国对粮食生产往往就采取这种方式管理，政府规定各粮食生产企业的最高产量或播种面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政策往往与补贴政策同时采用。

（四）制度变迁政策

制度变迁对企业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有着巨大的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随着制度的变化，企业家和工人的激励因而努力程度也会发生变化，从而即使总的劳动投入数量不变，产量也会发生变化，也就是总供给的变化。因此，随时注意制度改革，充分调动企业家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挖掘企业生产潜力，就有助于增加总供给。当然，这种供给管理政策的局限性比较大，一是一般只能单向调节，也就是只能用来增加总供给，不能用来减少总供给；二是政策的可控性较差，制度变迁往往风险较大，无法预知制度变迁是否能够成功或达到预期的效果；三是一旦制度趋于成熟，进一步改善的可能性就很小，那时很可能就不能再使用这种政策了。要想通过改革刺激供给，就得进行别的改革，如果制度已经相当成熟，这种政策的空间就很小，比如更加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就很难采取优惠政策。

表3—1列举了1998—2003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国实施的以财政政策的形式出现的部分供给管理政策。具体政策工具包括减税、补贴、减少行政事业收费，以及税收优惠。

表3—1 1998—2003年中国实施的部分供给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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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5）表11—1（174～175页）摘编整理。

除价格（包括工资）监管外，政府对经济还有其他多方面的监管，主要包括：

第一，对资源的使用方向的监管，即政府对资源使用方向加以调控。比如政府规定的专项贷款、专项资金、政府对土地的使用方向和使用条件的规定，以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所规定的其他资源的使用方向性调控等。在我国，这些政策被经常用到，比如我国对土地使用方向的规定非常严格。对资源使用方向的监管措施往往是出于长远和全局考虑的，但在短期内，往往会对总供给产生不利影响。第二，对企业市场行为的监管，即政府的反不正当竞争措施，这些措施会产生供给效应。监管企业经营的经济政策会影响供给，通过监管企业对资源或产品市场的垄断行为，政府可以提高效率。这种监管政策可以通过鼓励竞争、开发和创新行为而实现更快的产出增长（Tatom,1983，10~11页）。第三，对要素流动性的管制及对这种管制的放松。从理论上来说，在市场经济中，对于要素流动性的任何管制都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降低，从而使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内移。在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是对资金流动的限制和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些管制在我国都是极为严格的，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在管制方面有了相当大程度的放松，但由于我国要素市场化，特别是资本市场化（包括间接融资市场化进展和直接融资市场化程度）严重滞后；劳动力市场化虽有较大进展，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制度性歧视和行政性限制，所有这些限制都严重影响了我国要素配置的效率。对这些管制的放松显然有助于扩大我国经济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第四，我国政府今后可能采取的其他监管措施的供给效应。我国是一个经济发展中国家，也是一个转轨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各个方面的监管措施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而相应地逐渐发展和完善。比如，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产品质量、环境质量、生产安全以及国家经济安全和生活品质等方面的要求也将提高，而这些要求的提高往往会增加企业生产成本，而这种企业生产成本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政府的强制措施。

四、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的组合及其效果

在短期宏观调控中，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1）作用对象不同。需求管理政策针对的是消费者，包括最终消费品的消费者和购买厂房、设备等投资品的企业；而供给管理政策针对的是生产者，包括企业和工人。（2）作用效果不同。首先，同样性质的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使得价格水平同方向变动，而供给管理政策使得价格水平反方向变动。其次，供给管理可用于结构调整，比如区域经济的产业政策等等，既可用于实现总量目标，也可用于实现结构目标。最后，供给管理的主要受惠者是本国企业，而需求管理的主要受惠者却有可能是外国人，因为需求扩大后扩大的可能是本国老百姓对外国货的需求。（3）作用方式不同。需求管理政策主要调节购买者的购买力，而供给管理政策主要调节生产者的积极性。

在选择需求管理政策与供给管理政策的组合时，需要考虑经济出现问题的原因。假设经济一开始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但由于负的需求冲击导致均衡产出和物价水平下降（如图3—2所示），此时，既可采用需求管理政策，也可采用供给管理政策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状态。但二者的后果是不一样的。供给管理政策将使得价格水平进一步下降至P2，这意味着通货紧缩，对私人部门的总需求可能会有负面影响，从而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而需求管理政策则使得价格水平从P1恢复到P0。这一过程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将使得私人部门的总需求上升，从而加快经济的恢复。因此，此时应更多地采用需求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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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需求冲击

假设经济一开始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但由于负的供给冲击导致均衡产出和物价水平下降（如图3—3所示）。同样，此时既可采用需求管理政策，也可采用供给管理政策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状态。但二者的后果是不一样的。需求管理政策将使得价格水平进一步上升至P2，这意味着在失业逐渐消除的同时通货膨胀率较高。而供给管理政策则使得价格水平从P1恢复到P0，因而经济可以在不经受或少经受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恢复充分就业。因此，此时应更多地采用供给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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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供给冲击

因此，在稳定经济时，应尽量用需求管理政策对付需求冲击，用供给管理政策对付供给冲击。用需求管理政策对付供给冲击，或用供给管理政策对付需求冲击，虽然都能使经济恢复充分就业，但都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物价水平上。

五、总结

在面临多重政策目标的情况下，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的配合就十分有用。菲利普斯曲线在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菲利普斯曲线指出，政府的目标只能在低失业、高通胀和高失业、低通胀之间进行选择，而在考虑预期的情况下，甚至这种选择都不可行。在引入供给管理政策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从理论上说，供给管理政策和需求管理政策的配合可以使失业和通货膨胀稳定在任一水平上。比如，要实现低失业和低通货膨胀率，如果单纯用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可能会抬高通货膨胀率，这时就可以同时采用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而如果单纯用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则可能会导致物价下跌，物价下跌又可能影响消费者的价格预期，从而导致持币待购现象，降低消费需求，这时就可以同时采用扩张性需求管理政策来稳定物价。因此，供给管理政策的引入可以打破单纯采用需求管理政策时面临的菲利普斯曲线的那种被动局面。

随着以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新经济的到来，新产品不断涌现，任何一个经济的产业结构都在不断地调整之中。而对于我国来说，经济的迅速发展更要求产业结构的迅速调整和升级，因此设计和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就成为我国经济政策的重点之一。而几乎所有的产业政策都是供给管理政策。因此，供给管理政策今后在我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区域经济政策是供给管理政策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一个地区的政府没有主权国家政府那样的经济政策手段。比如，一个地区不可能执行货币政策。而如果通过财政政策增加总需求，那么增加的也只是本地区居民的总需求，而本地区居民的总需求中很可能只有一小部分是对本地产品的需求，因而对本地经济的刺激作用有限。其结果是，一个地方政府花了钱，很可能促进了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因此，需求管理政策对于地区来说是不适合的，供给管理政策因而就成为唯一选择。

经济全球化使得一个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像主权国家管辖的地区了，各国的经济政策不再独立。商品市场、资本市场的逐步开放都使得需求管理政策的效果越来越差，一国政府需求管理政策刺激起来的总需求很可能不是对本国产品的总需求。但供给管理政策就不一样。供给管理政策的直接受益人就是位于本国主权范围内的相关企业，因此受益最大的是本国企业。其他国家的居民可能也会享受到本国供给管理政策的好处，但毕竟是第二位的。

因此，在调节经济方面，供给管理政策有着其独特的优势。可以预期，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速，供给管理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将越来越大，应用范围将越来越广泛，也将越来越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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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08（6）。


[2]
 货币政策影响总供给的渠道不仅仅是利率一种，还有其他渠道，比如由于货币政策给经济带来的不确定性等（参见Tatom,1983，12页）。


[3]
 反映在图形上，即为总供给曲线右移的幅度越大。


[4]
 对于货币政策对总成本的影响，我国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只不过这些研究是从需求的角度看待这一效应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8，以下简称“宏观组”）根据1997年前后中国的实际情况做出了估计。据他们分析，从1996年到1997年，贷款利率下降了5.17个百分点，如果以1995年底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5万多亿元为基础，这将减轻企业利息负担2400亿元左右。他们认为，“降息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相当于减税，而且数量肯定要大于减税（主要是减费）”（宏观组，1998，4页）。）


[5]
 然而，正如刘伟、苏剑（2007b所指出的，在采用供给管理政策时，要严防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供给管理是针对企业的，把握不好就会变成对企业经营行为甚至价格的直接干预或管制。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供给管理的基本原则，参见刘伟、苏剑（2007a）。


第四章 产能过剩背景下的中国宏观调控
[1]



导读：产能过剩和金融危机是当今世界各国经济面临的问题。本章同时从供给侧和需求侧论述产能过剩的根源，并指出产能过剩是金融危机的根源，金融危机是对产能过剩问题的一种自然治理。因此，不解决产能过剩问题，金融危机的根源就没有被解决，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依然存在。世界各国在本次全球金融危机中采取的措施治标不治本，这给我国提供了一个机遇。我国应该采取的政策包括：（1）紧缩货币以消除资产价格泡沫并降低和固化金融资产与房地产的预期收益率，降低企业投资于实体经济的机会成本；（2）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淘汰低端产业，发展高端产业，为此应通过增加研发投入、鼓励企业研发等手段加快高端产业向我国的转移；（3）为企业创造高收益的投资项目；（4）放松人口政策。

中国的政策走向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和政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在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刚刚过去、欧洲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世界经济二次探底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本章就探讨这一问题。本章假定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都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现象，并从此开始展开讨论。因此，本章不探讨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是否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的严重程度如何，也不讨论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出现产能过剩，而是从产能过剩的存在出发，讨论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组合。

本章共分四节。在第一节，我们探讨产能过剩与金融危机的关系，指出金融危机是经济对产能过剩的自然反应，也是经济自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的一条途径。然后，在第二节和第三节，介绍了世界各国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及其后果。第四节提出了对我国的政策建议。

一、产能过剩与金融危机

据报道，在谈到全球金融危机时，“林毅夫称，现在的问题主要是产能过剩的问题。”（郑东阳，2010，141页）林毅夫指出：“尽管危机源自金融部门，但当前的真正挑战来自累积的过剩产能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解决此问题，经济就会有螺旋式下降的风险，危机也有可能拖得更长。”（郑东阳，2010，142页）那么，产能过剩是怎么引发金融危机的呢？

我们首先设想一下一个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该运行过程图见图4—1。图4—1中的流程图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第1步到第7步，这一部分是一个循环，每一步都写在一个椭圆中；第二阶段是从第8步到第14步，每一步都写在一个八角形中；第三阶段从第15步到第31步，每一步都写在一个长方形中。

按经济运行的顺序，我们首先从第一阶段说起。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情况下，人们的储蓄越来越多。随着储蓄的增加，资金供给增加，这一方面导致存贷款利率下降；另一方面，人们对资产的需求增加，导致总体资产价格上升。随着存贷款利率下降，企业投资增加，资本存量越来越大，这会导致产出增加。而按照国民收入的恒等式，这同时意味着收入的增加，而收入的增加又会导致储蓄进一步增加，这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这个循环一直进行下去，就会导致资本存量的逐步增加，最后导致产能过剩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企业的产出也会增加（第8步），这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产出的增加意味着商品的供给量增加，这会导致产品价格下降，资本的边际收益率越来越低，实体经济中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随着资本边际收益率的降低，追求利润的资金就会转而考虑其他资产，就流入其他资产市场，这相当于其他资产对实物资产的替代效应（第8~12步），于是其他资产的价格就上升。而随着收入的上升，资金供给也在上升，这就导致对其他资产的需求增加，这是对其他资产需求的收入效应（第13步）。对其他资产需求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共同作用，且方向相同，经过第一阶段的循环作用，最终会导致其他资产价格以更大幅度上升，形成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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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产能过剩与金融危机

这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这些资产的收益率越来越低，风险也越来越大，最终当资产的预期收益率低于货币的预期收益率时，人们就会抛售这些资产，增持货币；于是这些资产价格就会暴跌，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导致金融危机。资产价格泡沫破灭导致家庭财富下降，居民户因为财富下降降低消费，消费的下降就会导致企业的销售环境进一步恶化，引发实体经济危机。

另外，随着人们对货币需求的增加（第21步），利率也跟着上升，于是在低利率期间被投资的项目就会亏损，大量企业破产，这一方面导致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导致大量的不良贷款，许多银行破产，引发银行危机。大量企业破产的结果是过剩产能被清除，那些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企业被淘汰；而大量失业的出现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工资下降，这一方面消除了失业，另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的工资成本，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为经济的下一步发展扫清障碍。银行破产的结果是一方面不良贷款被清除，效率低下的银行被淘汰，另一方面过剩的货币也被清除。

到目前为止，人们在谈到银行破产的后果时，只强调第一点，即不良贷款被清除，效率低下的银行被淘汰，而不谈第二点，即过剩的货币被清除。我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中，银行存款没有政府担保，也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其结果是银行破产时，居民户的存款也消失，于是货币供给就下降。这种货币供给的下降是在中央银行的货币基础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是由于货币乘数的下降导致的。货币供给的下降就保证了资产价格在短期内不会再涨起来，因而使得经济真正回复到正常状态。当然，居民户的存款消失对居民户来说是一个损失，但这种调整同时也是一个均贫富的过程，因为存款消失最多的是富人，穷人的存款资产本来就少，相对来说损失小一些；而随着货币供给的下降，股票、房地产等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格局被确认，这些资产持有者的损失也被固定，同样，穷人持有的这些资产较少，损失也相对较少。

如果银行破产时，居民户的存款没有损失，比如由于国家担保或者存款保险制度，那么货币供给就没有下降。对于货币持有者来说，实体经济投资与金融资产投资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货币持有者在利润最大化动机的驱动下，会投资于预期收益率较高的项目，这些货币的存在就会给人们一个资产价格还会涨起来的预期，提高这些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在实体经济已经进入正常状态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去投资实体经济，而是等着在资产市场抄底。于是，经济的自动调节过程就会失效。这样，要吸引他们把资金投入实体经济，就得使实体经济具有更高的预期收益率，而这就要求更多的产能被清除，造成浪费，并加重实体经济危机的程度。因此，清除过剩货币是经济恢复正常的必要条件。在一个没有政府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中，银行破产就是清除过剩货币的途径。在有了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出现银行危机时居民户的存款不再受损失，或者损失不大，过剩货币没有被清除。现在的美国就是这样。

综上所述，金融危机是经济对产能过剩的一种自然反应，是消除产能过剩的一种方式。金融危机通过以下步骤使经济恢复正常。首先，过剩产能和低效率企业被清除。低效率的企业被淘汰出局，高效率的企业幸存下来，产能过剩不再存在。其次，过剩劳动力被清除。在金融危机中，失业的大量存在会引发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工资下降从而使得劳动力供求重新达到均衡，过剩劳动力不复存在。再次，资产价格泡沫被挤除。在金融危机中，资产价格暴跌，恢复到正常水平。最后，过剩货币被清除。银行破产导致居民户的存款消失，而存款是货币的一部分。过剩货币被清除之后，人们的购买力下降，对各种资产的需求都降低，从而能够确保资产价格和这些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处于合理状态。

二、各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世界经济对全球产能过剩的一种自然反应。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采取了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以避免实体经济危机。这些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大规模增加货币供给。这主要是针对图4—1中的第21步，即货币需求上升。如上所述，如果没有政府干预，那么货币需求就会上升，从而利率大幅度上升，这就会导致投资下降，最终会导致实体经济危机。因此，在此情况下，如果能够增加货币供给，就可以保证利率不上升；利率不上升，实体经济就不会受影响，因此增加货币供给就可以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隔开，在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构筑一道防火墙。因此，美国和世界各个主要国家都采取了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政策。美国的货币基础在半年内翻了一番，使得美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超额准备金增加了四百多倍（苏剑等，2009）；中国也连续采取了降低利率的政策，使得中国的利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2）稳定资产价格。如图4—1中第18步到第19步所示，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会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发实体经济危机。因此，世界各国就都采取了稳定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和股价的政策。美国采取措施挽救了房地美和房利美，并出台了住房购买税收优惠和其他购房鼓励政策；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也采取了购房鼓励措施；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把稳定股市作为稳定经济的主要方面之一。

（3）刺激消费。如图4—1第18步到第19步所示，资产价格泡沫破灭会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发实体经济危机。因此，除设法稳定资产价格以外，世界各国都采取了刺激消费的措施。具体措施包括降低个人所得税、消费补贴（如中国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以旧换新等措施）、税收优惠（比如降低汽车购置税等）等等。

（4）挽救大企业。如图4—1第23步所示，金融危机中许多企业会破产倒闭，这会造成大量失业，尤其是一些大企业，其破产的影响更大，甚至到了政府不敢让其倒闭的地步。于是，世界各国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就展开了对大企业的挽救，美国汽车业几大巨头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甚至美国中央银行的直接援助就是这种政策的表现之一。

（5）挽救大银行。如图4—1第24步所示，金融危机中许多银行会破产倒闭，而银行却是整个宏观经济的命脉所在，所以政府不敢让大量银行破产，尤其是一些大型银行。于是政府就需要对一些大银行进行挽救。美国中央银行安排的对问题银行的重组等措施实际上就是这种政策的表现。

三、各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的后果

这些政策虽然有助于把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隔开，避免实体经济的危机，但是却是治标不治本的。由于金融危机本身不是经济危机的根源，它只是经济危机发生和发展的一个环节，经济危机的根源是产能过剩。因此，这些政策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不利于经济的恢复。

第一，资产价格泡沫依然严重，并未被完全挤除。只有资产价格回到正常状态，经济才可能稳定下来。以住房为例，美国的住房价格在金融危机前暴涨，直到现在，虽然房价已经有较大幅度的回落，也只有5%的人买得起房。这么高的房价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也一样，北京的房价已经比得上日本的东京、美国的纽约和夏威夷、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市的房价，北京人以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面对着发达国家的房价，这显然不合理。

第二，过剩货币不仅未被清除，反而因为大规模的货币扩张政策得以大规模加强。因此，即使资产价格回落，人们依然对资产的收益率有着很高的预期，因此资产价格泡沫就无法被完全挤除。中国政府历次调控房价均成“空调”，即是这一现象的表现。这种大规模的过剩货币的存在，就使得资产的预期收益率高企，人们投资于实体经济的积极性不强，这不仅延缓了经济的恢复，更重要的是，为了吸引人们在实体经济中投资，就必须清除过多的产能，造成额外的浪费，并加重经济危机的程度。

第三，挽救企业的措施使得低效率的产能继续存在，失业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而工资刚性的存在也使得各国的工资未能降到应有的水平。在金融危机中，虽然许多国家的工资水平都有所下降，但降幅不够，无法使得企业起死回生。因此，过剩劳动力没有得到清除。挽救企业的措施只是使得低效率企业得以苟延残喘，并没有解决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就没有解决劳动力过剩的问题。

第四，挽救银行的措施使得过剩货币无法被清除，而不良贷款也将继续存在，这些都为经济埋下了隐患。

第五，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财富的分配格局会不断发生变化，由于收入的差距以及资产价格的变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会加剧。而金融危机通过挤除资产价格泡沫，实际上是一次对财富进行重新分配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将使得财富的分配更趋均等化，同时也将使得劳动收入和资产性收入的比例更为合理。政府干预使得财富分配的格局被相对维持住，不利于财富的再分配，也不利于鼓励劳动致富。

综上所述，政府干预虽然使得经济暂时摆脱了危机，但经济危机的根源没有被消除，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产能过剩的程度在不断加大。治标不治本的措施暂时堵住了经济危机的大洪水，但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人工湖，但上游的水仍然在不断流入这个湖，使得湖水水位越来越高。政府将不得不步步加高堤坝，稍有不慎，堤坝决口就造成洪灾；即使政府小心谨慎，确保堤坝不决口，但也有政府最终无力继续加高堤坝的那一天，当那一天到来之时，一场巨大的洪灾就不可避免。

四、我国的对策

首先，我国应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如上所述，清除过剩货币是经济恢复正常增长的必要条件之一，过剩货币不清除，人们对房地产和其他金融资产的预期收益率就降不下来，人们对实体经济投资的积极性就不会高，经济的恢复就无法进行，反而会引起更大幅度的衰退。在没有政府干预和存款保险制度的自由市场经济中，过剩货币是在金融危机中被银行破产清除的。银行破产会导致储户遭受损失，这被看做是一个缺点，为了保护储户，各国要么采取政府担保的方式，要么采取存款保险制度，其结果是，当银行破产时，储户不受损失或者损失很小，因此过剩货币就无法被清除。

因此，在存在政府担保或存款保险制度的情况下，要想清除过剩货币，就得采取别的办法。如减少基础货币，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在我国，还可以采取限制银行贷款规模的办法。在我国，要减少基础货币，就得压缩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因为我国的货币基础主要是通过买入外汇提供的。据中国人民银行提供的数据测算，2010年初我国的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的比重高达123%，因此可以说，这一时期买入外汇已经成为我国提供基础货币的唯一渠道，其他调节货币基础的渠道是被用来回收基础货币的。限制“热钱”流入，鼓励我国企业和个人对外投资，大量进口关键原材料和能源，购买外国先进技术等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其次，要进行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目前产能过剩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但是，我国的产能过剩只是在低端产业，在高端产业我国是产能严重不足，比如飞机制造、汽车制造等现代制造业，我国还很落后；在通信、电子、航天等领域我国还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因此，淘汰低端产业、扩大高端产业就能够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我国产能过剩的问题最终也只能通过这种办法解决。从我国进出口的格局看，虽然我国的出口占到了GDP的35%~40%，但我国的净出口一般只有GDP的6%~7%，这说明我国的内需是有的，但我国自己满足不了这一部分需求。如果我国能够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把这一部分产品改由国内提供，那么我国的过剩产能也许并不过剩，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

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措施是加快高端产业向我国的转移。我国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还很落后，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是夕阳产业的东西，对于我国来说可能还是朝阳产业。这就是我国的“后发优势”。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比较落后，工人工资水平相对较低，但工人的素质却不低，毕竟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60多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最近10多年来的高校扩招，我国工人的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教育程度已经基本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国目前也不缺资金。我国的劳动力素质和劳动力数量都能够保证产业向我国的转移。不管是外国企业迁向我国还是我国企业通过自己努力实现产业转移，效果对于我国来说都是一样。实际上，近年来我国企业已经在积极探索这一道路，如吉利收购沃尔沃、联想收购IBM的手提电脑技术等。作为政府来说，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措施鼓励中国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自己的产品结构和技术水平。

为了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还应鼓励企业进行研究与开发。如果通过我国企业的自身努力实现产业转移的话，就得花大量的力量进行自主研发，即使购买外国先进技术，也得设法消化吸收，最终变成我国自己的竞争力。我国政府可以加大研发投入，着重进行那些具有一定的基础性特征的研究与开发工作，这些研发工作对于企业来说要么成本过大，要么周期过长，得不偿失，因此必须由政府来做。比如电脑的发展就是这样。电脑在20世纪40年代就被发明出来了，但大规模进入家庭却是差不多40年之后。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美国政府通过对军事研究的支持，解决了大量问题，实现了电脑的快速化、小型化，为电脑进入家庭扫清了障碍。试想，如果让企业做这件事情，哪个企业能坚持40年？哪个企业愿意付出那么大的投入？又有哪个企业有这么大的财力？企业虽然也做研究与开发工作，但企业做的往往就是最后一步，在水到渠成的那一刹那，打开一个缺口把水放出来。至于水是怎么流过来的，企业根本不会去管。

政府对企业研发活动应该给予税收减免或补贴。毕竟研发都是有外部性的。企业竞争力的提高有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解决就业问题。

最后，政府可以设法创造高收益的投资项目。有了高收益，企业自然就愿意投资。在我国，有许多可能性。比如，我国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生态开发。我国有260多万平方公里的荒漠化土地。可以考虑用土地换投资，也就是说，谁治理好哪一片沙漠，就把那片土地归谁所有，如果企业的积极性还不够，政府可以进行补贴，直到企业愿意投资为止。再比如，如果技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考虑修建通往西藏、新疆等偏远地区的高速路，以高速路两边适当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来激励企业投资。当然，除了土地所有权外，企业还可以对过往车辆收费以取得收入。或者允许私人企业进行高速路的投资与开发，即使在发达地区也无所谓，只要企业愿意。我国的基础设施还很缺乏，可以考虑由私人企业进行开发，而不是政府进行，比如机场、港口、桥梁等等，当然企业是追求利润的，必须给企业一定的获益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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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0（10）。


第五章 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特点、成因及对策
[1]



导读：本章是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一个案例。本章研究的是2010年前后中国出现的通货膨胀问题。本章指出，当时的通货膨胀是由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共同造成的，宏观经济的自然走势呈现出“供给萎缩、需求扩张”的格局，导致中国经济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通货膨胀问题。因此，要治理它就得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下手，我国应该采取“供给扩张、需求紧缩”这样的政策组合。需求紧缩应该主要依靠“量化货币紧缩”政策，具体政策包括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和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供给扩张主要依靠降低企业税收的政策、加速人民币升值、深化改革、改善管理，以及技术进步政策。

进入2010年以来，我国的通货膨胀率逐渐提高，10月份中国的CPI上涨率达到了近年来的新高4.4%，这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重视。央行也随之在10天内连续两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那么，本轮通货膨胀有什么特点？成因是什么？我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本章就讨论这些问题。

一、我国本次通货膨胀的特点

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有三个特点。第一，基本上是物价普遍上涨。图5—1（a）和图5—1（b）给出了2010年1—10月我国的居民消费分类价格指数（同比）的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九大类商品中，除了衣着、交通和通信两大类商品之外，其他各大类商品价格均上涨而且通货膨胀率有上涨的趋势；而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和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两大类商品的价格指数也从年初的低于100逐步上涨到100以上。

第二，食品价格的涨幅远远大于其他类商品，而且食品价格的涨幅与其他各类商品价格涨幅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10月份食品价格涨幅比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高出5.7个百分点。而在食品价格中，蔬菜价格的涨幅又远远高于其他食品价格的涨幅，10月份鲜菜价格的同比上涨率达到31%，鲜果价格的上涨率达到17.7%。
[2]



第三，本轮通货膨胀是在资产价格飞涨之后发生的。与商品价格的上涨相比，资产价格在近几年的上涨更为引人注目。从2008年到现在，中国的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高速上涨，其中仅2009年，从年初到年末，北京的房价几乎翻了一番，而政府的房价调控措施几乎毫无效果。玉石、文物、古董、字画、高级酒等可以储藏的商品价格也大幅度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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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a） 2010年1—10月我国的居民消费分类价格指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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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b） 2010年1—10月我国的居民消费分类价格指数（2）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2010-12-05）提供的数据绘制。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面临的是物价普遍上涨的局面，这种局面包括资产价格的上涨和商品价格的上涨两个部分。其中，资产价格的上涨从时间上领先于商品价格的上涨，涨幅也远远超过商品价格的涨幅；而在商品价格的上涨中，食品价格尤其是蔬菜价格的上涨幅度又要远远高于其他商品价格的涨幅。

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成因

笔者认为，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由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原因共同造成的。这跟以前的通货膨胀有所不同。我国以前的通货膨胀多数为需求拉动型的，现在，随着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我国的通货膨胀中成本推动的作用越来越大。下面我们分别讨论为什么会出现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两个类型的通货膨胀。

1.需求拉动

需求拉动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而货币供给增长过快的原因则是外汇流入过多。近年来，外汇流入已经成为我国中央银行投放基础货币的唯一途径。图5—2反映了这种情况。图5—2给出的是从2000年1月到2010年9月我国的外汇占款与储备货币（也就是基础货币）之比。在2001年，外汇占款占基础货币的比例为43%左右，2006年初这一比例超过100%，此后这一比例继续上升，最高时达到129%，目前维持在120%左右。这意味着我国的基础货币完全是由购买外汇投放的，不仅如此，中央银行还得通过其他途径回收因购买外汇投放的部分基础货币。

外汇流入导致我国的货币供给增长过快，虽然中央银行采取了大量发行央行票据的政策回收基础货币，但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其结果是，物价上涨不可避免。但是，我国的物价上涨却有其特殊性。当流动性过剩出现时，首先上涨的是资产价格，随后商品价格开始上涨，而且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远远低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幅度。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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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我国的外汇占款与基础货币之比（2000年1月—2010年9月）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提供的数据计算绘制。

原因就在于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从供给一边说的，从需求一边看就是所谓的“有效需求不足”，二者是一个意思。“有效需求不足”的意思就是老百姓的基本消费需求几乎已经达到饱和
[3]

 ，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已经很低，因此随着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增加，老百姓并不大量增加消费，而是增加储蓄，而储蓄就是对各种资产的需求。其结果是，资产价格首先上涨，而商品价格由于产能过剩的存在不涨或小幅上涨。随着资产价格的上涨，资产的预期收益率逐步下降，过剩的流动性会逐步流入商品市场，导致商品价格上涨，但由于人们的消费需求不足，因此消费需求增加的幅度远小于资产需求增加的幅度，从而商品价格的上涨幅度要远小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幅度。

2.成本推动

生产成本上升是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原因。

首先，工资成本上升。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各种引人瞩目的事件如“民工荒”现象、某企业连续出现十几次员工跳楼事件、频频出现的劳资纠纷和罢工等等都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相应地，中国各地政府相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因素也导致工资成本上升。

我们应该明确的是，工资成本上升并不是坏事。实际上，工资成本上升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目的之一。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提高居民生活水平，而居民生活水平又取决于其收入水平，居民收入的大部分是工资收入，因此，要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必须提高工资，这对于企业来说就意味着工资成本的上升。因此，工资成本的提高本身对经济就有了两面性：一方面，工资提高是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另一方面，工资提高又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给企业生产和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问题。

其次，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规模的扩大，中国对原材料、能源等自然资源的需求也大幅度增长，中国对国外资源的依存度也迅速提高。这导致资源价格的上升，也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再次，随着节能减排在全世界逐步得到认可，以及我国经济面临的资源压力逐渐加大，我国政府对节能减排也越来越重视，相应的要求和标准也越来越高。为了满足这种要求，企业就得增加人力、物力，这就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最后，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居民对生活质量也越来越重视，因而对环境保护、生产安全、食品安全、生活舒适度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满足这些要求也需要增加投入，这就在客观上使得生产成本上升，加大了物价上涨的压力。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就是所谓的“滞胀”。美国两次石油危机期间的情形就是如此。我国目前的成本上升也会有相同的结果。

3.小结

以上分析有助于解释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特点。首先，流动性过剩导致物价的普遍上涨，这包括资产价格和商品价格两方面；其次，流动性过剩和产能过剩二者共同作用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以及商品价格上涨在时间上落后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在涨幅上低于资产价格的特点；最后，由于生产成本的上升，尤其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要高于其他产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因此，在本轮通货膨胀中，农产品，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蔬菜价格的上涨幅度远高于其他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

三、我国目前应该采取的政策组合

那么，我国应该如何应对目前的通货膨胀呢？

如图5—3所示，我国目前面临需求扩张、供给萎缩的局面。需求扩张的根源是货币投放过多，反映在图5—3中是总需求曲线右移至AD2；供给萎缩的原因是成本上升，在图5—3中反映为总供给曲线左移至AS2。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物价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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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需求管理政策的局限性

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应该采取“供给扩张、需求紧缩”这样的政策组合，用需求紧缩应对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用供给扩张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反映在图5—3中就是使得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移回原来的位置，从而既避免了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也避免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在原有的框架下谈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松紧搭配已经解决不了目前的经济问题，因为在原有的框架下，不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搭配都是需求管理政策，不同的只是需求变动的来源和需求结构的变化。无论需求方面如何变化都应对不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四、我国目前应该采取的具体应对措施

那么，“供给扩张、需求紧缩”这样的政策组合中，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政策呢？

1.需求紧缩

需求紧缩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财政性需求紧缩，一是货币性需求紧缩。在需求紧缩的大框架下，需求管理内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可以松紧搭配，这跟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体系没有区别。

首先，在目前的情况下，财政紧缩不合适，因为财政性需求政策直接影响总需求，因此会直接影响到实体经济，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尽管我国目前面临通货膨胀，但应该承认的是，通货膨胀率只有4.4%，绝对水平并不是很高。无论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中，物价不可能不变，否则价格机制就不可能起作用，因此物价的变动是很正常的。物价上涨率过高，老百姓可能就承受不了；而物价上涨率过低，经济就容易陷入通货紧缩，而治理通货紧缩的难度远远大于治理同样幅度的通货膨胀。因此，一般而言，2%~3%的年通货膨胀率是最佳的，低于2%经济就容易陷入通货紧缩，所以一般而言，一旦通货膨胀率低于2%，调控当局就会紧张起来；而高于3%的话，某些特定人群受到的影响可能过大，政府就必须应对，原因就在于物价上涨往往不是所有商品价格以相同幅度上涨，而是某些商品价格上涨快，某些商品价格上涨慢，某些商品的价格甚至还在跌，比如目前的经济形势就是这样。因此，目前4.4%的通货膨胀率总体上来说不算太高，但由于食品价格上涨幅度过大，对低收入家庭影响较大，所以应该采取措施治理。在我国目前流动性过剩现象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商品价格总体涨幅仅为4.4%，这足以说明商品价格受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限制。也就是说，尽管老百姓手中有钱，他们想买的也是各种资产，以使自己的资产保值，而不是大量增加消费，因而资产价格的涨幅远大于商品价格的涨幅。因此，我国就不应采取财政性需求紧缩政策。

其次，我国应该通过数量型货币政策来实施紧缩性需求管理，也就是所谓的“量化紧缩”政策，而不是价格型政策，即加息。

在我国，利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关系跟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一样。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利率是市场化的，货币供给和利率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货币供给和利率之间中央银行只能盯住一个，放开另一个；而在我国，利率不是市场化的，货币供给和利率同时受中央银行控制，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货币政策的效果跟那些国家就不一样。

假定我国不紧缩货币，但提高利率。结果会如何？加息会导致企业减少投资，这一方面会紧缩实体经济，另一方面会导致企业的交易性货币需求下降，在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多余出来的货币就会流向资产市场，加剧资产泡沫。因此，加息在我国的效果就是紧缩实体经济、扩张虚拟经济。这不符合我们调控的目的。

而量化紧缩政策的效果就不一样了。假定我国不加息，但设法减少货币供给。由于我国目前面临流动性过剩的局面，所以货币供给减少并不影响资金的可得性，而利率不变也不影响企业的投资成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实体经济不受影响，货币供给的减少直接减少了资产市场上的货币供给，因此有助于抑制资产价格泡沫。也就是说，“量化紧缩”不影响实体经济，但紧缩虚拟经济。正好满足我国目前的调控目标。

那么，如何实施“量化紧缩”呢？首先，应该采取更为严厉的资本管制以限制“热钱”的流入。我国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高达18%，提高的空间已经很小；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等政策的空间也很小。因此，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已经不足以应对目前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如前所述，外汇流入是导致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所以，减少外汇流入就应该被作为紧缩货币的主要着眼点。而在我国目前利率相对其他国家较高、人民币升值预期比较强烈的情况下，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手段不便采用，实施更为严厉的资本管制几乎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其次，应鼓励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对外投资有助于消化目前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化解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我国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之后，我国企业的技术水平、管理水平、资金规模等都有了根本性的提高，已经具备了对外投资的条件；而我国对国外资源的依赖又迫使我国通过这一领域的对外投资来保证我国的资源安全。因此，鼓励企业对外投资对我国经济有利无害。

2.供给扩张

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是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即滞胀的最佳对策。

第一，减税政策。降低企业的税收，比如企业所得税、企业增值税等，这些都有助于提高企业实际得到的利润率，有助于刺激供给。近年来，我国的税收增长率一直高于GDP增长率，意味着资源迅速向政府积聚，政府税收占GDP的比例持续攀升。给企业减税有助于抑制这种趋势，同时也抵消了成本上升给企业增加的负担，增加了总供给。

第二，加速人民币升值。我国目前对外部能源和原材料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人民币升值有助于降低原材料和能源价格，因而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于我国经济来说，这相当于一个有利的供给冲击。

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目前国内多数人对人民币升值充满疑虑，主要是担心其对出口的负面影响。刘伟和苏剑（2010）指出，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的人，强调的只是升值后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价格优势会被削弱；在刘伟和苏剑（2010）看来，人民币升值也罢、不升值也罢，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最终都会被削弱，但不升值反而会导致国内的通货膨胀。他们比较了人民币升值和不升值两种情况。如果人民币升值，那么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会立即被削弱；如果人民币不升值，那么这种价格优势会继续维持一段时间，但贸易顺差、人民币升值预期会导致外汇大量流入中国，结果导致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从而引发工资和生产资料价格上升，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最后传导到国际市场上，中国产品价格还得上升，从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被削弱。因此，在他们看来，不管人民币升值还是不升值，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最终都会被削弱，但升值还能避免国内的资产价格泡沫和通货膨胀，因此，人民币升值对中国经济更有利。

第三，改善管理、深化改革，以降低成本。比如政府行政体制改革有助于改善政府服务、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金融体系改革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和交易成本；劳动就业体系改革有助于促进劳动力要素的流动，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

第四，从长远来看，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最终还得依靠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的提高，比如促进技术进步，包括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和技术改造、调整要素投入组合、进行自主研发等等，这些都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但这些起作用往往比较慢，从政策实施到效果显现之间时滞比较长，而且不确定性较大。但这些措施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此不管其作用什么时候显现，都对当时的经济有利无害，能缓解那时宏观调控的压力。因此，虽然对目前可能效果不大，但也不能忽视。

五、总结

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历次通货膨胀不同。本次通货膨胀是由需求和供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造成的，因此，要治理它，就得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同时下手。尤其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框架下根本找不到好的解决办法。因此，我国目前应该采取“供给扩张、需求紧缩”这样的政策组合。需求紧缩应该主要依靠“量化货币紧缩”政策，具体政策包括进一步加强资本管制和鼓励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供给扩张主要依靠降低企业税收的政策、加速人民币升值、深化改革、改善管理，以及技术进步政策。

应该看到的是，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呈现出上升趋势，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是中国经济的常态。因此，着眼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的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应该受到我国政府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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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1（1），50~55页，被社科院英文刊物China Economist全文翻译转载，Vol.6,No.4,July-August 2011,pp.110-118.


[2]
 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3]
 这是在目前的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格局下说的，随着经济体制和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我国的消费也会发生变化。


第六章 良性与恶性“通缩”冲击下的中国经济增长和宏观调控
[1]



 ——对近期中国经济趋势的考察

导读：本章也是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一个案例。本章写作于2014年年底，对2015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做了分析和预测。本章指出，由于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经济中缺乏好的投资机会、出口疲软，以及油价大幅下跌和改革效果逐步显现等原因，2015年中国经济将呈现“需求萎缩、供给扩张”的自然走势。由于“需求萎缩”和“供给扩张”二者都压低物价，因此2015年中国将肯定出现低通胀的局面；由于需求萎缩抑制经济增长，而供给扩张促进经济增长，二者一长一消，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无法判断。本章指出，虽然2015年中国将出现低通胀甚至是通缩的局面，但这种通缩一部分是供给扩张引起的，与之对应的是经济扩张和就业增加，因此是良性通缩；而另一部分是需求萎缩引起的，是传统的通缩，是恶性的，因此2015年中国经济的低通胀甚至通缩是“良性”和“恶性”通缩叠加的结果。对于良性通缩，政策上无须多虑；对于恶性通缩则必须予以扼制。

鉴于2015年中国经济将呈现“需求萎缩、供给扩张”的自然走势，我们建议的政策组合是“需求扩张、供给紧缩”；需求扩张的具体方式是货币中性、财政扩张；供给紧缩则主要通过启动一些会提高成本的改革（比如要素价格体系改革等等）来进行。

一、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进程和特点

总体上看，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及其增长实现了良性组合状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总体上呈现了较高经济增长、低通胀和较高就业增长、低失业率的宏观良性态势，预计全年经济增长率应在7.4%以上，通胀率为2.0%，更为重要的是，全年提前3个月实现了就业目标。（2）这种宏观经济状态表现出中国经济增长及宏观调控已开始适应“新常态”下的新变化和新失衡，“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无论是在需求方面（增速开始下降）还是供给方面（成本开始上升）都对经济增长抽紧，经济失衡表现出既有通胀潜在巨大的压力，又有“下行”的严峻威胁的“双重风险”，进而财政与货币政策的目标和方向难以统一到单一方面，政策效果会形成一定的相互抵消的效应，在这种条件下，宏观经济目标呈现良性组合的实现态势，表明调控适度。（3）全年经济增长波动性不显著，较为稳健，第一季度从上年第四季度的7.7%降至7.4%后，第二季度略有回升，为7.5%，第三季度虽有下降但幅度很小，仍为7.4%，第四季度预计在7.4%左右，全年预计会在7.4%以上，季度间虽然内需和外需均有较复杂的变化，但增长波动性很小。（4）国内需求总体呈增速放缓趋势，但放缓趋势基本上能够控制，同时呈现内需疲软的态势，在出口需求稳中有升的对冲下，缓解了经济增长下行趋势。（5）通货紧缩态势呈现，PPI总体上负增长已成定势，CPI上涨幅度也有所下降，且已临近“通缩”警戒水准，但通缩的原因来自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需求疲软是一方面，供给方面的结构调整和改革措施带来的生产者活力以及国际油价等大幅下降因素，降低了国民经济中的生产总成本，推动物价上涨水平的下降。这种通货紧缩的出现是良性的，并不伴随增长衰退和失业率升高，提升了国民经济对“通缩”的承受力。

具体来看，2014年中国经济季度之间的变化，表现出投资下行、出口支撑、流动性衰退式宽松。第一季度经济增速出现快速下行，总需求“三驾马车”同时趋软，GDP增速从上年第四季度的7.7%降至7.4%，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从2013年的19.6%降至2014年第一季度的17.6%，房地产开发投资与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明显，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上年的11.5%降至10.9%，贸易顺差也明显收缩，从上年第一季度的420亿美元收缩至170.9亿美元，工业品价格通缩压力增大，PPI同比降幅由上年12月的1.36%扩大至3月的2.3%。

第二季度开始出现短期企稳，GDP增速达到7.5%，虽然投资需求仍然下行，主要还是受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和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拖累，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速度稍有放缓，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进一步加速，但出口状况和基建投资增速均有改善和提升，出口增速由第一季度同比下降3.45%回升至同比增长5%，基建投资增速从第一季度20.9%的高位继续上升至22.8%，形成对投资需求增速放缓的对冲。

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速小幅下行至7.4%，虽然存在基数拖累作用，但主要还是由于投资需求疲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由第二季度的14.1%进一步降至12.5%，制造业投资增速由第二季度的14.8%降至13.8%，基建投资增速由第二季度的22.8%降至21%，经济增长速度的主要支撑在于出口，其增速由第二季度的5%上升至13%，但未能充分对冲投资需求疲软的影响，工业品价格通缩压力再度增强，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力度有所提升。

第四季度以后，由于财政政策积极倾向加强，批复建设项目力度加大，政府基建投资增长加快，央行定向宽松的货币政策力度加大，自第三季度基础货币供应和流动性释放的政策效果开始体现，第四季度进一步降息，显示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虽然对企业融资成本降低的效果仍不明显，但对缓解经济下行的压力具有一定积极作用，总体经济增长稳中偏弱，但快速下行的风险减少，通胀处于低位，更趋积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产生了一定的对冲效果。

二、总需求的自然走势

假定不采取进一步刺激措施，在现有宏观政策格局和力度下讨论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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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总需求增长率是下滑的。

1.固定资产投资

2009年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逐年下降，2013年降至20%以下，2014年受房地产市场低速和产能过剩等因素影响，进一步下降，全年在16%左右。2015年则可能继续下滑，原因在于，首先，制造业投资增长率受产能过剩和结构升级乏力、投资机会不足的困扰，难以回升；其次，房价受中国人口总量和结构变动等因素的制约，长期拐点已临近，特别是二线城市，供给过剩较为严重，2015年高于2014年的可能性不大；最后，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尽管相对较稳定，但随着地方政府收入增长放缓及投融资能力和举债能力的限制加强等因素的作用，其增长率难以提升，甚至会低于2014年。

2.消费

自2010年以来，中国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速持续下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从2010年的18.4%下降至2013年的13.1%，2014年进一步降至13%以下。若无进一步刺激，特别是收入分配结构和政策若无显著改变，2015年还将进一步下滑。

3.净出口

出口面临的形势复杂。首先，出口受到两大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全球经济总体不容乐观，2015年难以走出疲软状态，欧洲、日本、俄罗斯、巴西等地区和国家经济面临较大衰退风险，将减少对中国的进口；另一方面，欧元区和日本等实施的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会导致人民币对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货币升值，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其次，出口也面临机遇：一是美联储加息预期上升，使得人民币对美元可能会有所贬值，有利于出口，同时，美国经济复苏势头强劲，需求回升，将会刺激对中国的进口；二是国际油价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大幅下跌，预计对全球经济会产生积极影响，从而拉动中国的出口；三是2014年已经出台的刺激出口的举措会进一步发生作用。
[3]



进口同样面临挑战和机遇。挑战主要在于国内经济下行的风险存在，会对进口产生较大影响。机遇则在于两方面：一是随着欧洲和日本等地区和国家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人民币对欧元、日元可能会升值，从而可能刺激中国进口；二是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可能刺激中国进口原油。

总的来看，影响2015年中国进出口的因素很多，不确定因素增大，包括全球经济下行的压力，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带来的风险，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的影响。综合进出口，预计2015年我国贸易顺差比2014年将进一步增大，达到4400亿美元左右（2014年不到4000亿美元），也就是说，净出口增长率可能会提高，但净出口占中国经济比例低，况且，近年来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在负值水平上（2012年为-2.2%，2013年也近-2%），2014年虽有缓解，但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显著，难以抵消总需求增长率下滑的总体趋势。

三、总供给的自然走势

2015年中国的总供给面临两个比较大的良性冲击，一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采取的各项改革措施的效果开始显现，二是2014年下半年以来油价的大幅下跌，两者都将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刺激企业供给。

1.改革红利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阶段（刘伟、苏剑，2014a），改革红利日益凸显，尤其是对国民经济的交易成本的影响和对经济预期的影响显著。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重要改革举措实施规划（2014—2020年）》所提出的60项改革任务已经启动39项，其中财税体制改革、土地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等方面均取得了新的实质性的进展。这些改革措施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非税收入非税成本，对经济产生了良性冲击。首先，改革使市场更有效，并使政府效率提高，降低了企业的交易费用；其次，取消多种审批，降低企业市场准入门槛，新企业成本降低，从而刺激供给；最后，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切实降低了企业税收，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税收，客观上提高了企业收益率，对总供给形成了扩张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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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油价下跌

自2014年6月至12月，国际油价从每桶110美元持续降至60美元左右，降幅达45%以上。从2014年到2015年，全年平均油价降低30%以上。我国是石油消费大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长期在55%以上，且仍有上升趋势。国际油价的下跌有助于降低国民经济的生产和运行成本，特别有助于降低制造业生产成本，总生产成本的下降首先会反映为企业利润的增加，随后伴随竞争的加剧，将逐步反映为价格和产量的调整。因而，总生产成本的下降最终将由利润上升、价格下跌和产出增长三部分分担。经测算，若油价下跌30%，将会使中国的总生产成本下降近0.9%。总生产成本下降会导致利润上升、价格下降和产出增长，具体如何体现取决于供求态势。假定总生产成本的下降由利润上升、价格下降和产出增长各体现1/3，那就意味着，油价下跌将使通货膨胀率下降0.3个百分点，使经济增长率上升0.3个百分点。在中国现阶段通货膨胀率仅为2%左右的情况下，通胀率下降0.3个百分点是一个很大的幅度。同样在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至7.4%左右的情况下，增长率提高0.3个百分点也是很大幅度的上升。因此，生产总成本下降0.9个百分点，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是一个很显著的良性供给冲击。
[5]



四、2015年中国经济的自然走势

展望2015年中国经济，一方面面临良性供给冲击，同时需求萎缩对经济形成负面的需求冲击，两者共同作用，对价格的作用方向是相同的，即推动物价下跌。无论是需求萎缩还是供给扩张，都会促使物价降低；但对于产出来说，总体变动方向和幅度却难以判断。良性供给冲击会刺激产出，而需求抑制的负面效应会紧缩产出，所以产出的总体变动方向和幅度难以估计。有可能出现三种情况：一是总需求状况较2014年没有发生变化，但改革红利和油价下跌等导致的对供给的良性冲击，使产出增加、价格下降、失业率下降、就业增加。虽然会出现低通胀局面（或者有人认为是“通货紧缩”），但可视为良性通缩，因为与之相联系的是产出增加和失业下降，较高增长和低通胀并存的格局（“长缩”）是较理想的均衡。二是总供给未变，但总需求出现萎缩（在这种情况下，总需求曲线会向左移动），价格将下降，产出和就业相应都下降。这时的“通缩”便属恶性通缩，经济衰退和低通胀并存的格局是扭曲的均衡。三是供给扩张和需求萎缩同时发生，良性通缩和恶性通缩的效果叠加，会导致2015年通货膨胀率进一步下降。无论是良性的供给冲击，还是负面的需求冲击，都会促使价格下降，因此2015年低通胀的局面成为必然。但产出和就业的变化不明，因为供给扩张可增大产出和就业，而需求萎缩会减少产出和就业。在两相抵消的情况下，“长缩”未必出现，很可能出现的是通缩更为严重而经济增长率基本不变的格局。

五、CPI上涨率

尽管2015年中国经济将出现更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局面，但“缩”主要体现在与GDP相关的价格指数上，比如GDP平减指数、非食品CPI等。CPI本身的变动还受其他因素影响，未必下降很大。

影响2015年CPI变化的因素，一是油价下跌。油价下跌不仅反映在CPI组合中的燃料类上，而且由于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广泛使用，对国民经济总成本影响程度高，所以，油价波动会影响几乎所有消费品价格，对CPI的影响是全局性的，预计油价若下跌30%，对CPI上涨率的影响将使其下降0.3个百分点。二是猪肉价格的变动。在CPI食品价格中，猪肉价格对CPI食品类的影响突出，且两者同比增速正相关性最高（2005年以来，两者同比增速相关系数高达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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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在于肉类食品之间存在很强的替代性，价格往往同涨同跌，并且在CPI中占比较高，周期性波动幅度也最大，所以对CPI食品类价格影响最为显著，甚至起决定性作用，猪肉价格对CPI的影响至关重要。根据母猪存栏数据等，预计2015年猪肉价格会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参照上一轮猪周期，预计2015年猪肉价格将上涨10%左右，使得CPI上涨率提高0.3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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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油价下跌和猪肉价格上涨这两个影响我国目前CPI的主要因素一长一消的变化，预计2015年CPI上涨率与2014年大体持平或略低，在2%左右。

总的结果，如果政策走向和宏观调控的松紧力度没有大的变化，中国2015年经济增长率和CPI上涨率的组合将是7.4%和2.0%左右，与2014年的格局大体相同，但其中的逻辑不一样。

六、2015年的政策走向及对经济的影响

以上分析是指政府政策方向和力度不变情形下的自然走势，但根据2014年12月1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2015年经济增长目标会下调，预计经济增长目标应在7%或略高。鉴于2015年会出现供给扩张的局面（供给面临良性冲击），所以，即使政策基本不变或较2014年略有从紧，实现预计7%的目标也没有大问题。但按照会议精神，2015年政策目标将稳增长置于首位，为此，虽然继续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反方向组合，但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会加大，货币政策要更注重松紧协调，显然，总体宏观政策相对于2014年更显宽松。若政策倾向相对于2014年更为宽松，那么，2015年的总需求应当会有所增加，或者说宏观政策对总需求会产生扩张效应（反映在图形上，总需求曲线会因政策作用而向右移动），从而促使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有所上升，可能会形成较高增长和较低通胀的局面，即所谓“长缩”的现象。

因而，2015年中国经济的表现有两种可能：第一，政府保持2014年政策不变，结果是以GDP平减指数衡量的通货紧缩会较2014年加重，物价水平上涨率低于2014年，经济增长率基本上维持在2014年的水平，大体保持在7.4%左右。第二，政府刺激经济的政策格局不变但力度加大，即在财政与货币政策松紧搭配格局下，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力度，同时稳健的货币政策松紧力度适度调整，结果是通货膨胀率在2014年的基础上有所上升，或者可能略高于2014年水平，同时经济增长率较2014年或也可能提高。

七、政策建议

1.宏观经济政策目标选择

（1）目标经济增长率。稳增长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保就业，中国现阶段已经（或即将）进入劳动力总量减少时期，因而从总量上看，中国就业的总量压力会逐渐减轻，存在的主要是劳动力转移问题，需要创造足够的城镇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根据现阶段中国劳动力增量和转移量的分析，同时根据对2010—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带动作用的估算，目前，年经济增长率达到6.5%即可实现保就业的目标（刘伟、苏剑，2014b），即新增劳动力能够充分就业，同时原有就业者实际工资水平能够上升。若考虑2010—2020年的10年发展中经济增长翻一番的目标要求，年均增长7.2%即可，但在已过去的4年里，实际增长率均高于7.2%，在其余6年里，年均只要达到6.8%左右即可实现倍增目标，因而，6.8%的增长目标即可实现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若考虑2014年预定的增长目标为7.5%，实际实现的为7.4%，直接降至6.8%，甚至6.5%，年度间波动幅度量过大，从均衡增长的要求看，2015年政策目标定在7.0%较适中，既可保就业，也能符合实现中长期增长目标的要求，同时不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2）目标通货膨胀率。由于改革红利和油价下跌等因素形成对生产总成本的良性冲击，2015年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会低于2014年的水平，因而目标通货膨胀率的上限应低于2014年的目标上限（3.5%），我们建议CPI上涨率的目标上限为3%。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更应关注通货膨胀率的下限，以往关注更多的是通货膨胀率的上限，很少关注其下限，主要原因在于物价上涨是人们生活中关注的重要问题。而2015年中国的经济态势很可能出现新特点，随着良性供给冲击带来的总生产成本的下降和负面需求冲击带来的总需求疲软，中国通货膨胀率同时受供给和需求两方面抽紧，可能会很低，有些月份CPI上涨率有可能逼近1%，甚至降到1%以下（其间最可能降到1%以下的是1月份和第二季度）。通货膨胀率过低会影响人们的预期，从而进一步降低总需求的增长率，从需求一边进一步抑制经济。所以，为稳定价格预期和经济增长，2015年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应是避免通货膨胀率过低，因此，在2015年通货膨胀率政策目标中，除关注通胀的上限外，应增加通货膨胀的下限，这个下限应当是CPI上涨率不低于1%，这样，2015年政策目标通货膨胀率应当是一个区间值，即1%~3%，下限是不低于1%，上限是不高于3%。

2.宏观经济政策方向选择

鉴于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着需求萎缩、供给扩张的格局，因而政策选择总体组合上，在需求方面中性偏扩张，在供给方面稳健偏紧缩，同时要引导价格预期。

（1）需求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应设法抑制物价过度下跌。第一，在货币政策上，随着通货膨胀率的走低，真实利率可能上升，因此，为使真实利率处于合理水平，我国应当降低基准利率。应当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基准利率由央行确定，而市场利率由供求关系确定，2015年市场利率降低的可能性较大，反映了经济的自然走势。降低基准利率只是因应市场利率的下降，无须货币政策的更多配合。所以，在货币政策方面，利率需要下调，但货币未必需要扩张。这属于中性的货币政策。第二，在财政政策上，应当采取扩张性政策。在基础建设投资方面，首先，伴随“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进以及国家加大对基础设施项目的批复力度，预计2015年基础设施投资的力度会增大，投资将增加。其次，考虑到农村土地确权改革的展开等因素，有可能会促进农村要素的市场化及相应的基础设施投资加快。第三，中央政府需要有效激励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有所作为”，提高项目的开工率，并且伴随新的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风险控制及中央对地方政府举债能力的提升，有可能增强地方政府基础设施投资的能力。第四，尽管房地产经济仍然萎靡，但增速下滑趋势已逐渐平缓，预示着房地产的此轮波动或将在2015年见底，房地产投资增速或有可能稳定下来。第五，由于企业现在仍面临产能较严重的过剩，仍处于主动去产能阶段，所以预计制造业投资增长状况在2015年上半年难有明显的改变，但随着国家去产能政策效应的逐渐显现，2015年下半年制造业投资增速可能出现小幅反弹，因而，在坚持结构升级和优化的前提下，政府应给予制造业，特别是高端设备制造业方面更多的优惠政策，以刺激投资扩张。

（2）供给管理政策。要稳增长同时防止通货膨胀率过低，一方面需要扩张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另一方面，还可以借此机会加快对宏观经济具有紧缩性作用的改革。全面深化改革涉及的方面广泛，其中有些改革对经济有扩张作用，有些改革对宏观经济有紧缩性作用。2015年，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加大改革的举措对刺激供给的良性冲击逐渐显现，同时国际油价持续大幅下跌，等等，都对供给形成良性冲击。但由此也会导致通胀率的下降，若要防止通货膨胀率过低，可以也有必要借此时机加快对宏观经济具有紧缩性作用的改革。而这些改革在经济形势不佳时往往难以展开，因此，2015年在通货膨胀率下降的条件下，为防止通胀率过低，可以加快这些可能对经济具有紧缩性作用的改革，在产能严重过剩、经济发展方式亟待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数量扩张转为主要依靠效率提高拉动经济增长的时期，加快可能对经济增长具有紧缩性作用的改革更为重要，以有效抑制经济复苏扩张期的盲目性。这些可能对经济增长具有紧缩作用的改革包括：一方面，加快要素市场化的改革，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化进程重点，已经从商品市场化转向了要素市场化、要素价格体系的市场化，包括土地（自然）、劳动、利率市场化、资源价格的市场化等等；另一方面，提高企业生产的环保标准，促进节能减排和治理污染，相应地推进新材料、新能源的运用。这些改革至少在短期内可能提高对企业的约束力度，增大企业的成本，从而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但可以预期的是，2015年我国改革会进一步全面加速，这些改革中绝大多数对宏观经济会产生良性供给冲击，因而也就为提高环保标准、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等对宏观经济具有紧缩性作用的改革创造了可能和机会，乘机将难以推进的改革深入展开，为经济持续均衡增长创造体制条件。

（3）价格预期引导。2015年可能出现通货膨胀率过低的问题，但这种低通胀与以往的低通胀不同，以往的低通胀是需求不足引起的，与之相联系的是经济增长率下滑和失业率上升，而2015年的低通胀则是由需求萎缩和供给扩张两方面共同作用引起的，其中部分通缩是良性的，部分通缩是恶性的，二者叠加导致通货膨胀率过低，其中良性通缩是好的经济态势，一般不需要采取调控措施去应对。但由于这种好的通缩态势少见，即低通胀和较高增长及低失业率的格局较少见，人们对此的认识往往不足，可能把这种情况与以往的恶性通缩视为一体，从而导致预期错误，错误预期进一步影响经济，引发过度的扭曲性的经济波动。对此，政府应该及时对公众说明情况，引导公众正确理解经济态势和低通胀出现的原因，说明2015年即使出现低通胀也并不表明经济运行出现了严重问题，对经济运行的判断主要还应该依据经济增长和就业状况，应将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失业率变化三者联系起来分析。当然，政策制定者本身更需要对这种情况的原因做出深入判断，区分不同性质的通缩，采取不同的政策，不能简单地反通缩，也不必过于担忧通缩，进而在政策上采取过于激烈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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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发表于《经济学动态》，2014（12），与刘伟合写。


[2]
 这里讨论的是“需求的变动”，而不是“需求量的变动”，反映在供求关系图上，即为总需求曲线本身位置的移动，而不是沿着需求曲线的移动。在总供给扩张的影响下，总需求量可能会增加，那是内生的变化，在图形上反映为沿着总需求曲线的变化。


[3]
 例如2014年5月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持外贸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一带一路”计划的推进，高铁项目的国际扩展，以及2014年11月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快发展服务外包产业，打造外贸竞争新优势等举措，对于拉动2015年出口增长都可能具有积极作用。


[4]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改革举措主要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科技创新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快、加大简政放权等多方面，并且在每一方面都做出了具体部署，通过了多项决议和制度规定。


[5]
 具体测算的计量模型分析见《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报告2014》。


[6]
 参见《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分析报告2014》。


[7]
 虽然这轮母猪存栏数已低于上轮低点，但2015年通胀上行风险要弱于上轮猪周期期间，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上轮猪周期启动年2010年有规模不小的瘟疫，通过供给紧缩和涨价预期加大了猪肉价格上涨压力，而本轮到目前还未见较大瘟疫；二是技术进步使母猪产仔数有所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母猪存栏数减少的压力；三是养殖规模化和养殖户理性化，有利于减少物价波动；四是经济进入“换挡期”，本轮需求端会弱于2010年复苏期的需求。


第七章 如何治理“滞胀”？
[1]



导读：本章是运用供给管理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一个案例。滞胀是许多国家都曾遇到过的经济现象，在只有需求管理政策的情况下，治理滞胀就面临两难选择：不管怎么安排，需求管理都只能同时对付其中一个问题，而且在对付其中一个问题的时候，都会使另一个问题更加恶化。引入供给管理之后，问题就迎刃而解，“滞”和“胀”可以通过扩张性供给管理政策同时解决。

一、引言

随着通货膨胀和全球性经济增长放缓的形势逐渐严峻，近期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滞胀引起了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所谓“滞胀”，就是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此时经济增长率下滑和通货膨胀并存。滞胀现象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而我国目前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魏捷、陈予以企业家信心指数和消费者信心代替通胀预期指标进行分析，认为企业在2010年经济形势好转的情况下滞后性过度扩张和2010年以来原材料成本上升是当前通胀形成的主要原因。

而实际上，这次成本推动并不仅仅由于目前国际商品市场波动等外在原因，与我国长期的经济情况有着一定的关系，是我国发展转型中必然要遇到的问题。刘伟、蔡志洲指出，生产要素市场化进程较慢，产权界定含混导致市场失灵，使得中国经济存在大量的隐性成本，而自然资源枯竭与生产要素成本的逐步上升将导致经济活动中积聚的成本压力在一定时期内集中释放出来。

在很长时间内，通货膨胀被认为是一种货币性问题，在治理通货膨胀方面，货币政策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外汇占款等问题的存在，我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很差，此时财政政策的地位更加凸显，但目前学界主流提倡的需求管理政策体系下的财政政策对于目前的形势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王文龙就指出，继续推动积极的财政政策只能使经济泡沫更大，通货膨胀预期更强烈；传统的经济调控手段作为短期措施或许能够解决问题于一时，但从长期来看，却可能使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在目前的状况下，以供给管理为主的政策体系会更加有效且有着更低的负效应。

笔者认为，在治理滞胀方面，需求管理政策具有内在缺陷，而旨在调节企业的有效成本的供给管理政策在这一方面效果良好，因此，应该从这一方面着手来制定政策。本章分析了我国目前的滞胀与其他国家面临的滞胀的区别，针对我国的特殊性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本章分为五节，第一节是引言；第二节从目前我国实际面临的经济状况出发，指出我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所在；第三节分析传统滞胀情况下经济进行自然调整的路径与应对政策；第四节引入供给管理政策这一框架，分析我国所面临的滞胀特点并提出我们的政策建议；第五节是结论。

二、我国目前的经济现实

进入2010年以来，我国经济已经逐渐走出了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影响，然而，取而代之的却是后危机时代所面临的各种新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一路攀升的通货膨胀率。进入2010年特别是2011年后，通货膨胀率的上升趋势明显，2011年7月份的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了6.5%的峰值。

对我国的通货膨胀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目前的通货膨胀主要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型和成本推动型两种成因。需求拉动这一原因大家讨论得比较多，本章不予讨论。

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另一种成因是成本推动，这是本章讨论的重点。成本上升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工资成本上升。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的各种引人瞩目的事件如“民工荒”现象、某企业连续出现十几次员工跳楼事件、频频出现的劳资纠纷和罢工等等都表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形势已经跟以前大不相同。在工资快速上涨和“民工荒”已经持续多年并且愈演愈烈的情况下，我国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已经濒临甚至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卢锋指出，非农就业扩张导致了劳动者工资较快上涨，据统计，2005—2009年农业劳动力净减少5560万人，1999—2009年劳动者工资年均增速近13%，2002—2009年农民工月工资名义增加1.21倍，年均增长12%，用同期消费者价格指数调整后年均增长9.4%。

这些讨论都有力地证明了我国的富余劳动力基本上已经转移殆尽，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工资率的快速上升。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工资成本上升是我国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因此工资的增长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过程。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其他成因还包括国际商品市场上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经济结构转型所必需的环保性和节能性所带来的成本上升等。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特点就是所谓的滞胀，正如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我国目前的成本上升也会有相同的结果，也就是说，我国面临滞胀的风险很大。

三、滞胀的自然调整和传统应对

（一）“滞胀”一词的来源及产生的原因

20世纪30—60年代末，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人们一般认为产量和价格的运动是由总需求曲线的变动引起的。甚至滞胀也一度被认为是由加速的总需求拉动型通胀衍生出来的一种特例。

进入70年代，随着埃及等12个阿拉伯国家向以色列发动“斋月战争”所引发的一系列次中东政治形势变动，OPEC通过主动运用提价、禁运、国有化等“石油武器”，使依赖石油进口的资本主义国家生产成本大大增加。这一做法最终触发了1973—1975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到了1978年，世界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该国的石油出口受到破坏，引起了第二轮石油价格上涨。之后“两伊战争”爆发，两国石油生产完全停顿，全球市场油价动荡、供应紧张，直接酿成了第二次石油危机。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经济指标表现为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同时升高。

对于滞胀发生的原因，也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舍曼（Sherman）和麦克法兰（McFarland）考察了当时美国国内的经济结构，认为成本冲击下的国内寡头同时提升价格并缩减产量是产生滞胀的原因。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滞胀源于当时美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巴斯基（Barsky）和基利安（Killian）也考察得出结论，认为商品价格在石油危机之前就已经有大幅上升的趋势，且与当时扩张性货币政策有直接联系，并进一步指出石油价格的上涨对通胀的影响程度比较小。同样，魏加宁指出，当时美国国力下降和错误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导致滞胀形成的根本原因，政府追求短期绩效的行为在不知不觉间将菲利普斯曲线推到很高的位置，导致滞胀的产生。

目前，学术界比较统一的观点是，滞胀的根源是成本的上升，滞胀的产生和不利的供给冲击有着密切的关系。生产成本的上升导致企业一方面提高价格，一方面削减产量和就业，这就导致了滞胀。不利的供给冲击的可能来源有：（1）原材料或能源价格上涨；（2）工会要求提高工资；（3）加成上升，比如地租、利息等要素成本或利润留成上升。

（二）滞胀情况下经济的自然调整

假定开始时经济处于充分就业状态。由于成本上升，经济由此偏离了长期均衡，价格水平上升，均衡产出下降，经济中有失业存在。在理想的状态下，劳动力市场中存在失业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开始进行缓慢的调整。此后工资缓慢下降，引发生产成本下降，于是价格也开始回落。通过漫长的调整过程，经济将回到原来的均衡状态。此时，虽然价格水平和均衡产出与未出现供给冲击时一样，但由于名义工资降低，真实工资下降了。滞胀的自然调整虽然最后也会回到均衡状态，但是这样一个缓慢的调整过程对经济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在调整的过程中必须忍受长期失业以及工资下降的痛苦，因此，在面对滞胀问题的时候，各个经济体通常会采取一定的经济管理政策来对经济进行干预。

（三）传统应对措施

自从20世纪70年代滞胀出现以来，滞胀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到目前为止，人们用于治理滞胀的政策依然是需求管理政策。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人物的现代货币主义坚持市场自发调节能使经济自动均衡的观点，认为滞胀问题可以用自然失业率来解释，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在长期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式的交替关系。因此，他们主张以下三种需求管理政策：（1）采用“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即将货币供应量每年保持在3%~5%的增长率水平上，与生产增长相适应；（2）主张自由汇率制度，反对固定汇率制度；（3）主张精简政府机构，压缩政府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按照货币主义的观点，由于从长期看货币是中性的，解决滞胀问题就变成只需要解决经济发展停滞问题，所以政府应该采取扩大需求的政策甚至是加速通胀型需求管理政策。通过扩张性货币政策，就可以使经济迅速回到充分就业状态。在新的长、短期均衡处，价格水平上升，名义工资未变，真实工资下降。

实际上美国政府最先尝试的也是这样的政策建议。70年代危机开始后，一方面，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即刻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以刺激经济、减少失业。另一方面，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宣布了“新经济政策”的第一阶段：实行为期3个月的工资物价管制和停止用黄金兑付美元。

但为管制工资、价格而成立的工资委员会和物价委员会实际上根本不起作用。正如图7—1所示，1972年物价在管制的条件下仍然上涨3.2%，失业率也保持在5%的水平上。1973年6月，实行价格冻结，一个月后开始解冻，转而采取财政金融双紧政策来控制物价。但是这样的政策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到1974年8月福特就任美国总统时，滞胀的局面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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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1970—1980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1年发布的数据整理绘制，失业率来源于调查失业率。

进入卡特政府阶段，为应对失业率又开始施行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1977—1979年3年间M1的增长创战后最高纪录（见图7—2），1978年的环比增速达到了8.2%。这导致1979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1.3%，而这样的情况给1980年也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这一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3.6%。1976年第四季度到1979年第四季度，在黄金价格和石油价格都迅猛上升的同时，美元不断贬值，失业率却一直在6%~8%之间居高不下。

这一阶段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典型的需求管理政策，从中可以看出：需求管理政策在治理滞胀方面效果并不理想。需求管理政策虽然稳定了就业，但却使得通货膨胀率明显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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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美国货币投放情况：1970—1980年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美联储2011年发布的数据整理绘制，数据经过季节调整。

四、中国目前滞胀的特点及对策

（一）中国滞胀的特点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在面对滞胀的时候，如果让经济自然调整，就必须经历工资下降这一过程。同样地，如果采用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要靠真实工资的下降来使生产成本回到不利供给冲击前的状态。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现实可以接受这样一个过程吗？这还需要从中国滞胀的特点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工资上涨是造成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原因之一，但其他国家处于滞胀时期时并不存在这一原因。就中国工资上涨问题而言，巴曙松指出，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趋势是对物价压力的反应，但通胀并非仅仅是2011年的新问题，而是长期的结构性问题，很可能是CPI整体提升并稳定在一个较高水平上。而苏剑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从我国目前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状况来看，我国长期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并进一步指出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将使得我国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工资在逐步趋同。这就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发展，低端劳动力的工资还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我国大部分生产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还将继续上升。

由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滞胀可以通过降低工资来应对，但中国目前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工资上涨恰恰是造成中国目前的滞胀的原因之一，而且工资上涨将是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常态。所以，不能通过降低工资来应对。

（二）供给管理政策的引入

既然传统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从总需求一侧刺激经济的想法在现行的局面下已经无法奏效，我们自然想到要运用总供求模型从另一侧也就是总供给的层面来起到调节经济的作用。20世纪70年代美国滞胀的出现，形成了“供给学派”。该学派强调重新审视供给管理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但里根政府上台后运用供给管理政策的成效不大，使得供给管理政策又逐渐被需求管理政策所取代。就理论而言，是指长期的供给管理的核心在于提高技术进步率，促进长期总供给曲线（即促进总产量曲线）增长，以达到促进增长、稳定物价的目的。

对于短期宏观经济调控而言，调节生产者面临的激励是短期供给管理政策的核心，也是往往被经济学家所忽视的一点。苏剑指出，降低个人税对总供给的影响可能会很有限，但降低企业税却是实实在在地相当于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因此其效果在短期内还是很明显的。既然油价上涨能够导致滞胀，那么同等幅度的减税自然就能够消除滞胀。随着企业生产成本的下降，在保证同等利润率的情况下企业就可以降低价格，同时扩大生产，这就既抑制了通货膨胀，又提高了经济增长率。

五、政策建议

针对中国现在面临的滞胀风险，我们必须转变之前完全依靠需求管理政策体系的局面，引入供给管理框架，从刺激总供给曲线的角度来设计新的调控体系。这一调控体系的核心在于通过降低企业的成本来扩大总供给，在此过程中仍需要相关需求管理政策的配合。既然滞胀是由成本上升引起的，那么如果能把成本降下来，滞胀自然就会被消除。降低成本长期来看必须依靠技术进步，但短期内可以采取的供给管理政策也并不少。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

1.降低企业税费

在短期供给管理政策中，最直接也是最有效果的自然是减税。为了增加企业的生产能力，应当降低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企业缴纳的各种税费相当于企业的成本，因此减税就相当于降低了企业的成本。值得注意的是，降低企业税收和降低个人税收虽然都是减税，但对经济的影响不一样。降低个人税收通过增加个人可支配收入增加了消费需求，因此是需求管理政策；这种政策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率，但却会加剧通货膨胀。但降低企业税费是供给管理政策，因为它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能够很好地应对滞胀问题。通过减税政策，企业能够在原材料位于高位的情况下维持其原售价，同时又提高了企业扩大生产能力的激励，从而一方面稳定了物价，另一方面又促进了经济增长。

减少企业生产税费不仅仅从生产成本角度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而言，减税政策一方面压缩了税收机构的运行成本，降低了政府对实体经济的干预，减少了政府规模；另一方面也同样减少了企业的缴税成本，能够为企业正常运营管理节约更多的经费，激发企业内部管理活力。

2.降低物流成本

降低物流成本显然有助于降低企业的生产和销售成本。我国目前的物流成本很高，据统计，2011年上半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18%，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相比而言美国全国的物流成本大约只有GDP的8%。中国的物流成本很大比例是由于高速公路的垄断收费权使得物流成本居高不下。

实际上，我国近年来一直在采取降低物流成本这种政策，但主要针对农产品，对抑制农产品价格上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在当前形势下，应该扩大到所有产品的流通过程。由于一国的总生产成本肯定小于其国内生产总值，因此我国社会物流总成本占总生产成本的比重肯定大于18%。因此，我国要想抑制滞胀，其实办法很简单，只要把物流成本降低10%，就会使我国的总生产成本降低至少1.8个百分点。假定这会一比一地反映在价格上，那就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下降至少1.8个百分点。2010年我国的CPI上涨率是3.3%，要把它降到2%的合理范围内，只要把物流成本降低7.2%就够了。因此，这种政策的效果应该非常好。而且政府只需要出台一个降低高速路收费标准的规定就行了，不需要政府增加支出。

3.金融体制改革

正如苏剑指出的，企业乃至行业制度的变迁能够有效调动劳动者和企业的生产积极性。金融行业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是储蓄和投资的桥梁，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高效运转，直接关系到实体经济的运营成本。2010年美国金融业的一大特点是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用大量资金来购买国债，导致巨大的流动性没有注入实体经济，却在金融界引发了新的泡沫。与此对比，我国金融业面临的巨大问题是进入2011年以来准备金率的持续上调，导致大量资金被人为限制在金融领域。实体经济反而得不到充分的金融服务，中小企业出现融资困难，于是纷纷转向地下钱庄。林毅夫等指出，这主要是由于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相比提供财务报表等“硬信息”的能力较弱，而更多的是通过向非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软信息”来获取信贷。

在一定的可控范围内，非正规金融机构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是这一金融服务的脆弱性也日益凸显。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倒闭潮”与企业资金链的断裂有巨大的关系，这并非简单的高利贷违约现象，很可能意味着当地地下钱庄业陷入流动性危机。因此，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的关键点就在于建立完善的金融信息回馈系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对在短期内增加供给，化解滞胀风险具有很大的意义。

4.深化企业改革，改善管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

我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有企业，大部分都面临着管理相对落后的局面，而企业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生产效率的高低。这同时也意味着企业改革有着巨大的边际效益，进行企业改革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有效降低成本，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深化企业改革可以从微观基础的层面为整个宏观经济释放出巨大的潜力，缓解由成本上升所带来的供给冲击。具体的政策不应仅仅局限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范畴，虽然国有企业改革仍然是我国深化企业改革的重要部分，而且其在20世纪90年代改革以后释放出的巨大的生产潜力是有目共睹的，但强化私营企业的管理对我国也有着重大的经济意义。

目前，财务管理、成本管理等在国外已经很先进的技术仍然没有在国内得到推广，很多可以提高管理效率的技术并没有机会被广大企业所熟知。因此，改革的重点可以放在多进行管理科学的研究，以及国外先进管理理念在国内的推广和介绍上。这样，科学管理这一知识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就可以最大范围地辐射到各个经济组成部分。这也正是对企业而言，降低原材料及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带来的生产性冲击的重要方法。

六、结论

目前我国经济面临着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放缓并存的风险，究其原因，成本上升是重要因素。随着我国工资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导致的对资源需求的增加，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都将呈现出上升趋势，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我国目前正处于由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基本上已经经过了“刘易斯拐点”，这就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工资尤其是低端劳动力的工资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都将面临不可逆转的上升。

此时，我们就需要转变之前完全依靠需求管理政策体系的局面，引入供给管理框架，从刺激总供给曲线的角度来设计新的调控体系。我国目前可以采取的短期供给管理政策包括降低企业税收、减少物流成本、深化企业改革以及金融体制的改革等具体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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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发表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1）。


第八章 里根经济学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1]



导读：里根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理论的一次政策实践，不过里根所施行的经济政策却同时包含了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内容。里根经济学在帮助美国走出“滞胀”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本章通过分析里根经济学的背景、措施以及正负面效果，指出了里根经济学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启示。

里根经济学指的是里根1981—1989年担任总统期间所施行的经济政策。和罗斯福新政一样，里根经济学是至今仍广为人知的以总统名字命名的经济学名词之一。关于里根经济学，目前国内学术界褒贬不一。对里根经济学持正面观点的人以里根经

济学成功帮助美国走出滞胀论证其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价值，并主张中国采用里根经济学中的供给侧改革措施，包括结构性减税、减少简化行政审批制度、打破垄断、促进市场的自由调节作用等（李栋，2012；庞业军、蒋敏杰、郭辉铭，2013）。

而对里根经济学持批评态度的人则以里根经济学造成了美国储蓄率的下降、财政赤字、国债以及对外债务的增长等不良后果否认其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参考价值（张伟，2015；罗思义，2016）。

关于中国供给侧改革应否参考里根经济学的这两种不同态度来源于人们对于里根经济学本身的不同认识，

可以说自从里根经济学问世以来这一争论就一直存在，以后也会继续存在下去。

要弄清楚里根经济学对我国目前供给侧改革的意义，就得弄清楚里根经济学出台的背景、里根经济学的具体内容、里根经济政策的效果，然后据此并结合中国经济目前的实际情况讨论里根经济学对中国的意义。这也是本章行文的顺序。

一、里根面临的经济问题

里根1980年在总统大选中击败卡特，并于1981年就任美国第40任总统。那些日后成为里根经济学主要组成部分的经济政策在竞选过程中就得到大力宣扬，并在里根就任总统后被逐步推行。里根所提出的经济政策自然是针对美国当时所遇到的经济问题，所以，要理解里根经济学，需要先了解里根经济学出现的经济背景。

我们可以从里根在1980年7月15日主持通过的《1980年共和党纲领》来了解里根经济学的经济背景。《1980年共和党纲领》描述了共和党的执政目标：“我们在国内的最大目标是单纯的，这就是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发展和全部就业……美国经济政策需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近年出现的‘滞胀’不仅使数百万市民陷入困境，而且扼杀了美国人民巨大的独创性和创造力。”
[2]

 可见里根此时将“滞胀”作为美国经济的头号敌人。在此我们可以先简要分析一下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经济的滞胀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是里根经济学兴起的主要经济原因。

表8—1和图8—1给出了1961—198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和失业率的具体数字，我们可以以此观察美国的滞胀现象。

表8—1 1961—1980年美国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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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DP增长率和通胀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失业率数据来源于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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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971—1980年美国GDP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GDP增长率和通胀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失业率数据来源于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由表8—1和图8—1可以看出，1961—1965年，美国GDP增长率为5.1%，而通胀率平均维持在较低的1.3%的水平，失业率为5.5%，大致为美国的自然失业率水平。1966—1970年，美国的GDP增长率下降为3.5%，通胀率则上升为4.2%，失业率下降为3.9%，三个数据中GDP增长率适中，通胀率略高，失业率则较低，总体说来较为正常。而1971—1980年的GDP增长率为3.2%，通胀率高达7.9%，失业率为6.5%，可见GDP增长率进一步下降，通胀率和失业率都很高，经济已进入滞胀状态。进一步看具体年份的数据。1979年、1980年GDP增长率分别为3.2%、-0.2%，通胀率分别为11.3%、13.5%，失业率则分别为5.9%、7.2%。可以说滞胀现象已经非常严重了，难怪共和党将其“在国内的最大目标”定为“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发展和全部就业”。

二、里根经济政策的经济学背景

里根经济学是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经济政策的一个实用主义的综合。从政治角度来说里根经济学是提倡低税收、自由放任，反对大政府、高福利、高税收的保守主义思想在经济政策上的反映。从经济学理论的角度来看，里根经济学则是对从战后一直盛行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反对。

二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占据了学术界和经济政策界的主流。描述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斯曲线被用来说明凯恩斯式需求管理的有效性：如果通过财政或货币政策增加总需求就可以降低失业率但会带来通货膨胀，如果减少总需求就会降低通货膨胀但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政府可以根据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取舍关系来调节经济，以达到合意的通胀率和就业水平。菲利普斯曲线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表现良好，但70年代的滞胀现象让菲利普斯曲线失效了，这同时也被看作是凯恩斯式需求管理的失效。因为一方面，菲利普斯曲线没法说明为什么会出现滞胀现象，另一方面，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也无法说明如何消除滞胀现象。随着美国经济滞胀现象的加深，以及主流凯恩斯理论的无力，其他各派经济学逐渐兴起，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

供给学派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体系，代表人物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之所以会成为一个学派，主要是因为他们都主张从供给而不是仅从需求角度来看经济问题。供给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拉弗认为，滞胀现象是美国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造成的。由于过度刺激总需求，导致经济的储蓄率下降，从而投资率也下降。高税率也减少了居民努力工作的激励。这两方面的结合使得经济的供给不足。这时如果通过凯恩斯式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经济，必将导致通货膨胀率上升。供给不足和需求扩张的结合导致了滞胀现象。供给学派认为摆脱滞胀的办法就在于刺激总供给，提高经济效率。具体的措施包括减税、削减政府开支、减少国家干预和管制、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等。

对里根经济学影响较大的另一个经济流派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与供给学派相比，货币学派有着更为系统的理论和政策体系，在学术界也有着更高的地位。货币学派认为货币量只有在短期才能影响产出。而在长期，货币只能影响名义变量从而是中性的，货币供给量超过经济潜在增长率的部分最终都会体现在通货膨胀上，从而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要控制通货膨胀率就需要严格控制货币增长率。货币学派还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的稳定性，政府应当减少对于经济的干预与管制。因此，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在货币政策方面主张实行“单一规则”，即维持一个固定的货币增长率，这个增长率应在保持适当的通货膨胀率的情况下与预计的实际国民收入的长期增长率相一致。

三、里根的经济政策

由于里根经济学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的背景，里根执政之初的经济政策可以说是这两派的一个综合。1981年2月18日，里根向国会提交了“经济复兴计划”，同年3月和5月，里根向国会分别提出削减预算法案和减税法案，两个法案最终于同年8月正式实施。
[3]

 这些政策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1.减税

根据供给学派的理论，减税可以增加经济主体的激励，提高居民的劳动供给和储蓄率，从而可以刺激投资、推动经济增长。因此，里根将减税作为其经济复兴计划的首要举措。里根在其两个任期内都有税制改革和减税法案，法案分别于1981年和1986年通过。两个法案都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税率并削减了企业税，其中1986年的法案还大力推动了税制改革，被里根称为“第二次美国革命”。

（1）1981年法案。

先看个人所得税方面。从1981年开始屡次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其中1981年10月1日削减5%，1982年7月1日和1983年7月1日再各削减10%。1982年将个人收入中利息、红利等收入的最高税率从70%削减为50%。资本利得税税率在1981年6月从28%降为20%，遗产税也有所降低。1985年开始以经通货膨胀调整的实际收入作为纳税基础，避免居民因通货膨胀而过多纳税。在企业税方面，加速固定资产折旧并简化分类，这相当于对企业减税。对于企业的某些投资也给予了税收优惠。
[4]



（2）1986年法案。

1986年法案在降低企业税收和个人所得税税率的同时更加注重税制改革。在个人所得税方面，将最高税率为50%、最低税率为11%的15级累进税制改为15%、28%和33%的三级税制。此外还提高了个人实际纳税额。在公司税方面也进行了简化与改革，将原来最高46%的五级税率改为最高34%的三级税率。另外，还降低了资本利得税，并扩大了研究与开发费用的抵免范围。不过，新法案提高了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取消了资本收益的税收优惠。总的说来，对于公司税，新法案有减有增，更注重税制的改革。
[5]



2.紧缩货币

由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的高通胀，美联储在里根成为总统之前就已经试图控制通货膨胀。不过由于各种原因，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时松时紧，缺乏坚定性，因此美国的通胀率一直居高不下。里根上任后将控制通货膨胀作为其经济复兴计划的重要内容。美联储也开始实施坚定的反通货膨胀政策。

从1980年11月到1982年8月，美联储实施了相当严厉的货币政策，严格控制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使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美联储1981年规定的M1增长指标为3%～6%，而实际上只有2.1%。
[6]

 1980年11月—1981年10月，联邦基金利率几乎都在15%以上。1981年12月，美联储察觉到1981年第四季度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急剧下降，但也只是将货币政策略微放松，1981年10月将贴现率从14%降为13%，12月再次降为12%。
[7]

 由此直到1982年10月，美国贴现率始终保持在11%～12%之间。由于美联储持续紧缩的货币政策，美国通胀率迅速下降，从1980年的13.5%下降到1982年的6.2%。同时美国经济也陷入衰退，经济增长率大幅下滑，失业率大幅上升。由于通胀下降以及失业率上升，1982年7—8月间，美联储严厉的紧缩性政策开始转向。美联储从1982年7月开始下调贴现率，每次下调0.5%，到1982年年底下降到8.5%。
[8]

 自此，美联储严厉的紧缩性政策告一段落。

3.削减一般政府开支，增加国防开支

1981年3月的预算法案包含了以后几年的预算削减计划：1982年削减支出352亿美元，1983年削减460亿美元，1984年削减514亿美元。
[9]

 总的说来里根成功地削减了一般社会福利计划支出，包括食品券、其他食品补助、低收入住房补助、失业保险金等。不过，里根试图削减一般社会保障的努力却失败了，由于政治原因，社会保险中的基本退休金、医疗保险、退休军人福利等都被政府列为不能削减的开支
[10]

 ，这使得里根削减政府开支的计划效果有限。在尝试削减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的同时，里根却加大了国防开支。1980年美国军事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5.0%，此后这一比例保持上升趋势，到1986年上升为6.5%，此后才开始下降，1989年仍有5.9%。军事费用占联邦支出的比例与此有着相同的趋势，这一比例在1980年为22.6%，此后保持上升，1987年达到28.2%，1989年下降为26.6%。
[11]



4.放松政府管制

1981年2月里根就任总统后指示暂缓实行所有政府机构已经制定但尚未实行的条例，并对工商企业活动管制规章的改革制定了五条政策原则。随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根据这五条原则又制定出相应的指导方针。这些原则要求政府减少对具体经济运行的干预和管制，对于所制定的规章应该进行科学全面的成本—收益分析。同年3月，里根批准成立了以布什副总统为主任的放松管制工作小组，监督和指导对工商企业活动的管制规章的改革。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放松管制工作小组对大量的法令规章进行了审核、修订，切实保障了政府管制的减少与放松，涉及工业行业管制、石油价格管制、劳动力市场管制、金融业管制等众多领域。
[12]



四、里根经济政策的效果

美国经济的滞胀现象是里根经济学所要应对的首要问题。单从这一目标看，可以说里根经济学取得了成功。在里根就任总统的头两年，美联储坚定的紧缩性货币政策让通胀率大幅下降，从1980年的13.5%降为1983年的3.2%，此后多年也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1981—1982年的紧缩政策造成了短暂的经济衰退，1981年的GDP增长率为2.6%，1982年为-1.9%，这是控制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1983年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1983年GDP增长率为4.6%，1984年达到7.3%。再看失业率，和经济增长数据类似，紧缩政策造成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1981年12月的失业率为8.5%，到1983年2月失业率上升为10.4%。此后失业率开始逐步下降，至1984年12月降为7.3%，直到80年代末，失业率一直保持着大体下降的趋势（见表8—2）。综合经济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数据，可以认为美国经济已走出滞胀。

表8—2 1980—1989年美国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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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GDP增长率和通胀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失业率数据来源于U.S.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不过，经济学界对于美国走出滞胀的具体原因却存在着争议。首先是对经济增长的解释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应把经济增长率的恢复归因于里根的减税政策，而应该归因于军事支出的大量增加。因为减税并没有像供给学派预测的那样增加美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事实上美国个人储蓄率从1981年的7.5%一直下降到1987年的3.8%。
[13]

 其次，对于通货膨胀率下降的原因也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把通货膨胀的下降归因于第二次石油危机结束所带来的石油价格下降。还有观点认为美国的高汇率政策也减缓了物价的上升。汇率的大幅上升使进口商品价格下降，抑制了国内物价的上升，而汇率上升吸引大量外资流入美国，弥补了美国巨额财政赤字的资金需求，也减缓了通货膨胀压力。
[14]

 笔者认为，上述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军事支出的大量增加对于在紧缩货币政策时支撑总需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减税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也有着重要贡献。
[15]

 石油价格的下降和汇率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通胀的下降，但也不能因此否认紧缩货币的主导作用，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不紧缩货币显然不可能导致通胀如此大幅度的下降。

里根的经济政策达到了使美国走出滞胀的预定目标，同时在放松政府管制、增强经济活力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不过，里根在平衡预算、减少财政赤字方面却失败了。一方面因为里根大量减税，导致财政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里根在削减社会保障支出不太成功的同时大量增加了军事支出，这给联邦政府带来了大量的财政赤字，同时国债数量也大量增加。1981—1989年里根的两届任期内，财政赤字和财政赤字占GNP的比例都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势，整个80年代赤字占GNP的比例平均为4.1%，1983年最高时占比达到6.3%。而60年代财政赤字占GNP的比例只有0.8%，70年代也只有2.1%。美国的实际国债余额和其占GNP的比例也一直在上升，1980年为21.6%，1982年就上升到26.4%，最高时为1987年和1989年，占比达到了37.3%。里根政府的高汇率政策也使得美国的出口产品竞争力下降，从而在整个80年代美国都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逆差，逐渐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见表8—3）。
[16]

 此外，里根削减政府福利支出、减少管制、鼓励自由竞争的政策也导致美国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表8—3 美国财政赤字/GNP、国债/GNP和贸易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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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财政赤字/GNP、国债/GNP数据引自马丁·费尔德斯坦主编：《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政策》，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贸易赤字来源于U.S.Census Bureau.

五、里根经济学对我国的启示

里根经济政策的实践对我国有以下启示。

1.供给管理可以用于短期宏观调控

面对当时美国的经济形势，在短期宏观调控中里根采用了供给管理。对许多人来说，经济的总供给应该取决于该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而这些变量在短期内是不变的，所以许多人认为供给管理不能用于短期宏观调控。但当时的供给学派认为，一个经济的技术水平和可用资源在短期内可能不变，但它们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在短期内是可变的，因此，只要能够调节生产者的激励，就能调节技术和可用资源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因而就能进行短期宏观调控（苏剑，2008）。苏剑（2008）论述了供给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应用，从调节机理、政策工具、政策效果到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在短期宏观调控中的组合均有论述。

2.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不是截然对立、有你无我的，应该结合使用

里根经济学通常跟供给学派联系在一起，不过就里根执政时期的经济政策来说，里根经济学是各种经济学派建议的经济政策的一个综合。实际上，里根经济学从诞生起就是实用主义的。它首先是里根在竞选过程中向选民关心的问题交出的一份答卷，至于它会包含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要视选民关心的问题而定。里根竞选总统之时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无疑就是滞胀现象，这自然也成为里根经济学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要知道具体采取何种经济政策，需要首先分析滞胀现象出现的原因，这方面就有赖于学术界的分析了。从经济理论演进的角度看，滞胀现象的出现意味着二战后占据学术界主导地位的凯恩斯经济学的破产。这时就需要有新的经济理论替代凯恩斯理论来解释滞胀现象，并给出解决滞胀的经济政策。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承担了这个任务。供给学派从供给角度出发，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恰恰是滞胀现象出现的原因，要解决滞胀现象只有通过放松管制、减税等措施鼓励供给。货币学派则认为市场经济具有内在稳定性，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恰恰会破坏这种稳定性，并导致通货膨胀。货币学派从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的结论出发，给出了通过限制货币增长率来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措施。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分析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的原因，也给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于是它们就成为里根经济学的理论指导。里根就职初期所推出的经济政策主要就是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政策。此外，里根的经济政策如扩大军事开支还有着凯恩斯主义的成分。

因此，在里根的经济政策中，并没有在采取供给管理的同时完全摒弃需求管理，没有把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看作是截然对立、互不相容、有你无我的，而是把它们看作是互补的，在实际操作中

综合运用各个流派中能够起作用的各种政策。

把里根采取的所有经济政策作为整体来看，可以看出，里根的政策组合是供给扩张、需求方面松紧搭配的组合。
[17]

 供给扩张政策包括降低企业税收、放松政府管制。供给扩张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因而可以解决滞胀中的“胀”；同时供给扩张又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就业，因而可以解决“滞”的问题。在需求管理方面，紧缩性政策包括紧缩货币、削减一般政府开支，扩张性政策包括减税、增加国防开支等，因此是松紧搭配的。

不过，我们也应该认识到里根经济学不只是里根为应对特殊的经济现象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也不仅仅是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经济理论的一次政策实践。里根经济学所处的历史时点的特殊性、其所应对的经济现象的特殊性使里根经济学具有超出具体历史时点的意义。经济学理论通常都有其政策含义，这个政策含义往往意味着该经济理论所倾向的政治理念。就社会思潮来看，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反对凯恩斯主义不仅仅是经济理论的争论，也是自由主义的理念与政府干预理念的争论。从这个角度看，里根经济学是有着经济政治理念的含义的，这就是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背后的自由主义。实际上这也是许多人在谈到里根经济学时所暗指的东西。借助里根经济学应对滞胀问题的成功，里根经济学所包含的自由竞争、减少管制的理念的价值也自动得到了证明。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里根经济学呢？里根经济学首先是为应对具体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政策组合，在其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也随着具体的经济政治条件而变化。我们可以具体评价里根在其执政过程中的重要经济政策的具体效果，这是里根经济学的学术和政策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里根经济学是一些经济政策的组合，这些政策组合不必全是正确的或错误的，而里根经济学本身则无所谓正误。其次，就经济理念的角度来看，里根经济学意味着减少政府干预的经济自由主义。这个意义上的里根经济学则使我们超出具体的经济政策而从整体上审视经济现实，审视我们所抱有的经济理念。

3.要重视并尽量减小宏观调控的负面效果

就里根经济学的政策效果来看，可以说是有好有坏。减税、放松管制、控制货币供给的措施在促进经济增长和降低通货膨胀方面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滞胀现象在1983年后基本消失。不过，里根计划削减政府开支的政策却不太成功，军事开支的大量增加使得在里根执政期间，财政赤字处于较高的水平，国债余额也连年上升。高利率引起的高汇率使得出口增长率低于进口增长率，贸易赤字连年增加，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此外，里根的政策也造成了美国贫富差距的扩大。正因为里根的经济政策有着多重后果，人们对里根经济学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有的人因为里根经济学成功解决了美国的滞胀问题，以及里根采取的减税、减少政府管制等自由主义改革措施而把里根经济学当做保守主义经济学的一次成功实践。另外一部分人则通过重新分析美国走出滞胀的原因并抓住里根经济学所造成的比如美国储蓄率的下降、财政赤字、国债以及对外债务的增长等负面结果而指责里根经济学将美国带入更大的困境。

单就事实而论，里根经济政策的正面或负面结果都十分鲜明，因此对于里根经济学或褒或贬都可以找到理由。里根经济学后果的双重性是由于其本身就有着内在矛盾。在减税、削减开支不力的情况下增加军事支出必然意味着财政赤字和国债的上升。而在紧缩货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军事支出的大量增加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经济衰退。可以说，这些是治理滞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尽管有可能通过合适力度的政策措施减小代价。

4.供给管理的理论是适合中国的，但在实际操作中需要考虑中国特色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显著下行，政策界和学术界都在探寻经济下行的原因，2014年中央提出“新常态”的概念来总结中国近年的经济状态。“新常态”的特征是三期叠加，即“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可见，“新常态”的概念主要是从供给方来认识当前的中国经济的。正是基于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认识，2015年11月以来，中央又提出“供给侧改革”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指导。此后，政府和学界对于供给侧改革的讨论逐渐增多，对供给侧改革的认识也不断深入。在这个过程中里根经济学作为供给学派的一次政策实践也不断被提及，不过，对于里根经济学是否适用于中国存在正反两种态度。

就现阶段中国面临的供给方面的问题来说，里根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新常态”这一概念所概括的，中国面临着经济减速、结构调整、产能过剩等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供给方面的调整、改革来解决。这样作为里根经济学重要内容的减税、减少行政审批、促进经济自由化等供给侧政策对于提升中国潜在增长率、促进结构调整、化解产能过剩就具有了重要意义。此外，供给侧改革也完全可以超出里根经济政策的范围，实行针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改革，比如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包括国企改革、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人口政策的调整、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促进区域平等、改革财政金融体制等。
[18]

 实际上，由于中国不像当时的美国一样需要大规模扩大军事支出以应对苏联威胁，也不需要紧缩货币以衰退为代价来遏制通胀，因此在中国实行供给侧改革可能并不会造成里根经济学的负面后果。

此外，里根经济学有着超出一般经济政策的理念价值，这就是其所代表的减少政府干预的经济自由主义。就政府和学者的各种论述来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也正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9]

 ，通过政府和市场的相互配合来解决中国所面临的供给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学习研究里根经济学回到里根经济学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以反思政府与市场在经济生活中的关系或许是里根经济学对于中国供给侧改革的最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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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供求调整与“新常态”

导读：本篇分析了中国和世界供给侧和需求侧发生的重大变化，指出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各自都进入了自己的“新常态”，并分析了两个“新常态”下经济的运行规律，提出了政策建议。随后，对“新常态”下中国能源的中长期需求做了预测。


第九章 “新常态”下的中国宏观调控
[1]



导读：前面说过，供给管理在宏观调控中从超短期到超长期均可使用。本章就是综合运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应对长、短期经济问题的一个案例。本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讨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根源。指出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适度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和需求双扩张的政策组合，在需求管理方面，实行货币稳健或小量紧缩、财政扩张的政策组合。

就目前而言，我们不建议采取大规模的扩张性政策，而是建议采取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的定向“微刺激”政策体系，既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又尽可能促进结构调整。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季度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下降到2014年第一季度的7.4%和第二季度的7.5%。

同时，我国的物价上涨率也在2012年5月降到了3%以下，从此之后在1.7%~3.2%之间波动。尤其是2014年4月降到1.8%，达到了18个月以来的新低。5月份和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率分别为2.5%和2.3%。

物价上涨率和经济增长率双双达到近期的最低点，这引发了人们对今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担忧。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判断目前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就成为我国宏观经济研究方面目前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成为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设计的基础。

本章首先分析“新常态”的根源，其次分析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自然走势，然后讨论“新常态”下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接着结合我国目前经济形势的特点，讨论目前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最后是总结。

二、“新常态”的根源

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所谓“新常态”，依我们理解，是指在新的发展阶段出现的新机遇、新条件、新失衡等，正逐渐成为经济发展中较长时期稳定存在的特征。总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的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就决定了中国经济将出现“新常态”。理解“新常态”，将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形势，也有助于设计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刘伟，2014）。

要理解“新常态”，特别是认识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就要找到它出现的根源。而其根源，首先是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因此，要理解“新常态”，就得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自然变动趋势入手。

1.供给方因素

从供给一侧看，影响我国经济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1）要素成本上升。其中，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要明确的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就是劳动力收入的上升，也就是居民生活水平的上升，因此这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我们取得的成就。但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也导致原有技术条件下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这对企业来说是不利的一面。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有两个原因，一是经济发展导致劳动力需求增加，一是长期执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我国近几年来工作年龄人口开始下降，2012年工作年龄人口减少了345万人（朱剑红，2013）。

其次是原材料和能源价格的上升。原因与劳动力成本上升类似，一是经济发展导致对原材料和能源的需求增加，二是我国自然资源供给有限。我国2013年石油的对外依赖度已经高达58%（李平，2013），就是一个明确的表现。

（2）从技术进步的方式看，学习型技术进步的空间越来越小，技术进步的成本加大。

最近30多年来，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方式是学习和模仿。这就是所谓的“后发优势”。由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技术水平跟世界科技前沿差距很大，所以学习和模仿的空间很大。由于学习和模仿具有成本低、风险小的特点，这就导致我国的技术进步严重依赖学习和模仿，相对而言，自主创新的贡献就不大。实际上，对于企业而言，需要的技术往往不是最先进的技术，而是使其成本最小化的技术（林毅夫、苏剑，2007）。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我国的科技水平跟世界科技前沿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小，学习的空间也就越来越小，“后发优势”越来越弱。在有些领域，我国甚至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比如高铁，已经几乎不存在学习的空间。因此，学习型技术进步在我国正在迅速走向尽头。技术进步低成本的时代将迅速成为过去。

2.需求方因素

从需求一侧看，中国经济呈现以下两个新特征：

（1）投资收益率下降。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中好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百废待兴，到处都是好的投资机会。随着经济的发展，首先是最好的投资机会被用掉，然后是收益率低一点的投资机会，再就是收益率更低的投资机会。然后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新产品的方式提高收益率。到现在，当学习的空间越来越小的时候，投资收益率再想提高一点非常困难，企业再也难以找到好的投资机会。

（2）外需拉动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

最近30多年来，我国采取的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方式，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曾经高达35%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的总产出中有35%卖给了外国人，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之大可想而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经济的总规模越来越大，到现在，中国经济的总规模高居世界第二。如果中国出口占GDP的比重依然高达35%，这么大规模的出口，世界市场将难以消化。

三、“新常态”下经济的自然走势

由于中国经济出现了以上新特征，中国经济将出现以下“新常态”。

1.经济增长率将下降

从供给一侧看，生产成本上升，同时技术进步率将下滑，因此中国经济将出现供给紧缩；而从需求一侧看，随着投资收益率的下降，投资增长率将下降，同时随着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出口也将受到抑制，在消费需求的增长率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将出现需求紧缩。因此，中国经济将面临供给、需求双紧缩的局面，经济增长率下滑就成定局。

2.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将成为常态，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将更为明显

随着经济的增长，生产成本将持续上升，这将导致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尽管在现实中，由于需求紧缩、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存在，通货膨胀率可能未必有多高，但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基因是有的，一旦在某一时期技术进步率下滑，滞胀的局面将会出现。

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另一表现是通货膨胀的结构性特征。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通货膨胀率将高于其他产品，劳动生产率提高较慢的产品的通货膨胀率将高于其他产品。具体而言，作为劳动生产率比较难以提高的行业，农产品的通货膨胀率将高于工业品，而在农产品中，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物价上涨率将高于其他农产品。这种情况在我国近几年已经有所体现。

3.随着劳动力短缺的出现，就业压力将减轻

我国目前已经达到就业高峰，近几年来，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逐年下降，这加大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但却减轻了就业压力。这就给宏观调控留出了较大的空间。

4.消费占比提高

随着投资增长率和出口增长率的下降，“三驾马车”中，消费占比自然将会上升。

5.产业结构将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转换

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资金丰裕程度的提高，中国科技水平的进步，尤其是高学历人才占比的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走向衰落，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将会成为新的增长点，中国的产业结构将势必产生调整，产业升级也将必然发生。

6.“后发优势”越来越弱，技术进步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自主创新

随着中国的科技水平越来越接近世界科技前沿，学习和模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要想技术进步，中国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自主创新，这意味着中国将被迫加大自主研发投入。

四、“新常态”下的宏观调控

“新常态”下，要求中国的宏观调控做出调整。

1.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围绕“新常态”进行调控

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供给、需求双紧缩的局面，经济增长率下滑不可避免。所以，在宏观调控中，就应该适度调低经济增长目标。

但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率下滑也可能有两种情形。

（1）实际增长率和潜在增长率一起下滑。与这种情形相应的是扩张性政策下通货膨胀率较高。此时，由于潜在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一起下滑，如果采取扩张性政策，实际增长率很容易就会接近甚至超过潜在增长率，这就会引发通货膨胀。所以，在扩张性政策下，通货膨胀率会大幅度上升。

（2）实际增长率下滑，但潜在增长率没有下滑。与这种情形相应的是扩张性政策下通货膨胀率不高。在这种情形下，潜在增长率依然较高，但由于需求约束，或者由于有效供给不足，从而经济中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导致实际增长率下滑。此处所谓的“有效供给”，指的是符合市场需要的供给，如果产能很大，但能生产的东西却是市场不需要的，这就是无效供给。比如，我国内地对奶及奶制品的需求很大，导致香港政府立法限制内地居民购买，而内地奶及奶制品的产能其实也不小，但这种产能属于无效供给，因为其食品安全无法得到保障。当然，无效供给这种情形出现的原因更可能是居民对本国生产的各种产品的需求已经达到饱和点，超出的产能就是无效供给。在这种情形下，如果通过扩张性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由于实际增长率以较大幅度低于潜在增长率，即使实际增长率有所提高，依然离潜在增长率较远，所以通货膨胀率一般不会大幅度上升，主要原因就是产能过剩。在这种情形下，虽然可以在没有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提高经济增长率，但这个高增长导致无效供给得以维持甚至继续增加，将埋下经济危机的隐患。

我国目前的情况很可能属于第二种情形。目前我国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已经下降，在他们的心目中，所谓的“新常态”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潜在增长率下降（吴振宇，2013）。这种观点可能不符合我国经济的实际情况。首先，从我国经济目前的实际表现来看，我国7.5%左右的经济增长率其实并不低，但与它相应的通货膨胀率也就是在2%~3%之间，相当低；即使采取了扩张性政策使得经济增长率提高，通货膨胀率也没有显著上升。这表明，我国的经济现实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说法不一致。其次，从直觉来看，潜在增长率要大幅度下降，总得有个原因。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什么大事情，导致潜在增长率突然下降？我们知道，潜在增长率决定于资本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包括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制度变迁等因素的贡献）、劳动力增长率。在这三类因素中，我国只有劳动力开始下降，增长率为负，拖累潜在增长率的增长，但劳动力增长率原本就不高，每年充其量就是1%，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本来就很小，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不大可能导致潜在增长率大幅下降。尤其是不可能导致潜在增长率突然大幅度下降，因为劳动力增长率是缓慢下降的。资本增长率主要决定于储蓄率，我国的储蓄率大幅度下降了吗？好像没有。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决定因素中，技术进步率突然大幅度下降了吗？我们想象不到有什么因素导致中国的技术进步率突然大幅度下降，也没有观察到这一点。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下降了吗？由于1999年开始的高校扩招，中国人力资本的增长率近年来更可能提高而非下降。制度变迁减慢了吗？这个倒是有可能，但好像中国的改革也没有突然刹车，而且如果原因真的如此，加快改革就可以消除这一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不是克服不了的问题。

如果我国经济真的是处于第二种情形，那么就应该通过增加有效供给和加快改革来提高经济增长率，增加有效供给的政策包括加速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改革三类。当然，这三类政策即使在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也适应，只不过在这种情形下，它们促进的主要是潜在增长率。

2.深化改革

由于改革可以在多个领域展开，而不同领域的改革对经济有不同的影响，有的改革措施刺激需求，有的刺激供给，所以深化改革有助于兼顾宏观调控的多个目标。

（1）消化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

通过劳动用工制度改革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其生产效率，有助于降低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通过教育体制改革提高教育系统的效率，培养适合市场需要的高素质劳动力，也可以降低产品的平均成本。通过科技体制改革释放科技工作者的活力，促进企业进行和扩大研发活动，通过技术进步来降低平均成本。

这有助于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2）促进有效供给。

在我国问题突出的食品安全领域，通过产品生产安全制度和司法制度的改革，加大处罚力度，确保消费安全。这有助于把中国的食品供给变为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通过改革强化市场力量，加强市场竞争，淘汰落后产能，减少无效供给。

（3）刺激需求。

改革可以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刺激投资需求。比如土地制度改革，农村耕地确权会导致农民对土地投资的增加，农村宅基地确权会导致农民住房投资的增加。市场竞争方面的改革也会降低一些行业的准入门槛，刺激民间投资，等等。

3.产业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既可以增加有效供给，也能够刺激需求。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其实非常旺盛，但大量需求给予了外国货，原因就在于缺乏有效供给。我国居民在国外大量购买奢侈品就是明证。所以，只要我国能够生产出足够好的产品，这部分外需就可以转化为内需。

另外，淘汰落后产能、引进先进产能也能提高整个经济的投资收益率，从而刺激投资需求。

4.加强自主创新

如前所述，学习型技术进步在我国已经走到尽头，所以加强自主创新就不可避免。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由国家主导进行大规模的基础科学技术研发，开展大规模的空间探索、海底探索等项目，促进科技进步，并改革科技成果的扩散和转化机制，提高投资收益率和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刺激需求和供给。

5.“新常态”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

如前所述，“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将面临供给、需求双紧缩的局面，因此，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实行供给、需求双扩张的政策。供给扩张的政策包括降低企业税收，通过改革提高经济效率，加大对外开放以降低原材料成本等。

在实行供给管理的时候，要注意避免用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经营，尽量采用间接手段和法律手段。供给管理走向极端就是计划经济，所以要十分警惕。我们提倡的供给管理是给企业更大自主权、更大发展空间、更大活力的供给管理，比如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加大对外开放等改革措施和降低企业税收等政策。

6.“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短期组合

我国目前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一般意味着资金过多。因为如果产能不过剩，那么就有投资机会，资金就有去处。产能过剩了，经济中就缺乏好的投资机会，所以资金在实体经济中就没有去处，那就只能流向虚拟经济，导致资产价格上升。所以此时正确的货币政策应该是稳健甚至带点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而不应该是扩张性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稳健的情况下，要扩大需求，就只能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因此，“新常态”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短期组合应该是货币稳健或紧缩、财政扩张的政策组合。如果此时采取双扩张政策，必然导致资产价格快速上涨。

五、对我国目前宏观经济形势的认识

我们进而讨论一下我国目前面临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应该采取的政策。首先要弄清楚的是，在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维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2014年的走势如何，然后再根据这一判断确定以后的政策立场和具体政策措施。

（一）净出口

2014年的净出口形势应该会有所好转。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国际环境在改善。随着欧洲和美国经济形势的好转，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在改善。

其次，2014年以来出现了人民币贬值的现象。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从此前的升值转变为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同比增长有促进作用。

2014年上半年，我国的出口增长率逐渐恢复，5月份出口增长9.5%
[2]

 ，6月份增长7.2%。但这一增长率与我国以前相比并不算高，只能算是温和恢复。由于美国和欧洲经济虽然在恢复，但前景并不明朗，风险依然存在，所以我国的出口虽然在改善，但对其可持续性不好判断。

（二）消费

消费是总需求中相对比较稳定的部分。2014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比2013年同期高0.4个百分点，3月和4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分别比2013年同期低0.9个百分点，6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比2013年同期低1个百分点。这说明2014年消费的增长情况可能比2013年差。与此同时，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却比2013年同期高：2013年第一季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真实增长率是6.7%，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长率是9.3%；2014年第一季度，两个数字分别为7.2%和10.1%，均比2013年高。消费增长率和收入增长率背道而驰，说明2014年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比2013年有所降低。因此，不能期望2014年下半年消费增长率会有大的反弹。

（三）投资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2014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名义增长16.3%，增幅比上年同期回落3.8个百分点。

在我们看来，2014年投资的增长率也不乐观。

首先，在经济存在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下，经济中缺乏好的投资机会。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下降。

其次，房价走低导致房地产投资增长率下滑。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名义增长14.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1%），增速比第一季度回落2.7个百分点。房屋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6.4%，其中住宅新开工面积下降19.8%。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0%，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7.8%。全国商品房销售额同比下降6.7%，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9.2%。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5.8%。6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54428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5%。

这些数字都表明，2014年的房地产市场不乐观，房地产投资增长率大幅下滑几乎已成定局。

最后，利率将维持在较高位置。导致中国利率上升的因素主要有：（1）随着美国量化宽松（QE）退出的可能性提高，人们对中国外汇流入的方向和幅度都产生了怀疑，资金回流美国可能导致中国的货币紧缩，形成利率上升的预期。（2）中国的利率市场化。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目前中国没有市场化的利率只剩下存款利率，但由于各种理财产品的出现，存款利率实际上已经开始迅速市场化，这将导致中国存款利率的上升，提高银行和企业的资金使用成本。（3）中国金融体系改革的过程中，金融业进入的门槛逐步降低，大量小金融机构出现，这些金融机构的出现必然需要资金，这就导致资金需求量上升，也将推高利率。

（四）总体判断

综上所述，从需求一侧看，如果没有更多的刺激措施，2014年的中国经济形势将不甚乐观。要实现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政府必须采取一些扩张性政策。

六、中国目前的经济政策选择

从根本上说，宏观调控的目标不是保增长，而是保就业。就中国而言，目前宏观调控是多目标的，即“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因此，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不仅要考虑就业，还要考虑别的因素。在本章中，我们主要考虑保就业和调结构两个目标。

1.为了更快地调整产业结构，在保证就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低，越有利于结构调整

中国经济增长的政策目标应该是保就业。2014年7.5%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足以保证就业，所以不需要过度刺激。实际上，如果撇开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目前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是良好的。一方面，经济增长率保持在7.5%左右，即使第三季度以后增长率下滑到7.0%，也能够保证就业目标。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也处于理想区间，预计2014年的CPI上涨率会处于2%~3%之间。全年增长率在7%以上、通货膨胀率在2%~3%之间，这一运行状况实际上是良性组合。

由于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高，所以存在进一步刺激经济、提高经济增长率的空间。实际上，在目前中国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下，中国实现8%的经济增长率都不是不可能的，只要中国愿意承受更高的通货膨胀（以及更大程度的产能过剩）。那么，中国2014年需不需要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我们认为，中国近期经济增长目标的选择应该基于以下原则：在保证就业的情况下，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应该尽量压低。中国经济目前除了保就业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长期目标，就是调结构。而调结构的重要一环是淘汰落后、低效产能。而要淘汰落后、低效产能，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政府命令，比如我国以前的限产压锭、近几年的强制关闭一些落后产能等等。这个手段简单、有效，但也显得武断、粗暴，所谓的落后产能由政府人为认定，而不是市场认定，为一些人留下了寻租空间，同时容易引起社会矛盾。第二种手段是通过经济手段淘汰这些产能。经济危机是淘汰落后产能的有效办法，但经济危机会导致严重的失业，所以也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因此，如果能在保证就业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对经济的总量刺激，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率维持在较低状态，这就对落后产能构成了严峻的生存环境，迫使它要么退出、要么升级。经济增长率不宜过高，否则就是保护落后产能。

2.经济政策不要大起大落，要微调，进行精细化管理

目前中国的经济运行处于良性区间，只是由于年初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7.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才需要采取措施。如果经济增长目标本身不是必须实现的，其实甚至都不需要更多的刺激措施。在国际经济形势和国内经济形势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经济运行的状况是可预期的，因此不需要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大规模的刺激措施会使得经济大起大落，尤其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结构亟须调整，就更不能采取大规模的总量刺激措施，否则只会给落后产能留下苟延残喘的空间，不利于结构调整。

因此，我国目前宏观调控政策总的倾向是：不要大起大落，在目前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不要采取大规模的扩张措施，代之以由多种小剂量刺激政策构成的“微刺激”政策体系，实现宏观调控的精细化。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我国采取的“微刺激”、定向宽松措施是非常合适的。大规模刺激会救活落后产能，同时可能使得资金流向资产市场尤其是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定向宽松政策有助于经济增长，能够调整经济结构；同时能够控制资金流向，避免资产价格泡沫的加剧。

3.目前的宏观调控应以供给管理为主、以需求管理为辅

目前，在保就业问题不大的情况下，实现其他目标尤其是“调结构”就成为值得考虑的目标。这就要求中国的宏观调控以供给管理为主、以需求管理为辅。需求管理用于保增长和就业，而供给管理既被用于保增长和就业，又被用于调结构。这是因为“调结构”本身就是供给管理，它调整的就是供给的结构，一方面要刺激一些产品的供给，一方面要减少一些产品的供给，二者都是供给管理。调结构的首要手段就是不能让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否则过剩产能就难以被顺利淘汰。

4.目前可以选择的供给管理政策

首先，是减税和其他一些优惠政策，当然最好是定向的，比如对小微企业、涉农、高新技术、特定地区（用于调节经济的区域结构）的企业的优惠政策。尽量减少对传统产业尤其是产能过剩产业的刺激措施。

其次，加速改革。加速国有企业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加速财税改革，促进税负公平，切实减轻企业税负；加速司法体系、行政体系改革，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使经济运行更为流畅、平稳、简单、有效；促进反垄断，强化公平竞争，降低各个行业准入门槛，让所有行业对民营企业开放，通过公平、充分的竞争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加强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外国先进技术、管理、自然资源和其他资源，同时扩大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高效率；加速金融体系改革，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等等。

最后，利用产业政策和区域政策调节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

5.目前可以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需求管理同样应坚持保就业、调结构的目标。

在财政政策方面，可以通过税收、补贴等定向性的财政政策针对教育、科学研究、企业研发等活动予以支持，对小微企业减税来刺激投资。

在货币政策方面，应继续坚持保就业、调结构的目标。因此，货币政策的倾向是：（1）不实行全面降息，甚至也不实施定向降息。降息刺激出来的往往是低效投资，对经济安全不利。（2）在不降息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定向货币数量扩张的方式刺激需求。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定向购买等措施均可考虑，但以定向降准优先，少采用定向再贷款，尽量不采用定向购买。这三类定向货币政策中，定向降准相对来说比较公平，比较符合市场原则；定向再贷款则加剧了整个经济的负债率，同时使得货币市场的信号失真，使货币市场反映金融机构经营状况的信息功能受损，这也是西方国家几乎不使用再贷款的原因，这是我国应该借鉴的；定向购买直接涉及相关非金融类企业，针对性过强，具体操作过程中留给政策执行者的自由裁量空间过大，容易产生寻租行为。

6.应该适时调整房地产调控的方向和力度

我国目前房价出现松动。应该注意的是，房价不论是大起还是大落对经济都不是好事情。目前我国的房价尤其是一线城市的房价泡沫已经相当严重，但泡沫严重并不意味着需要房价大幅度下跌来挤出泡沫。一方面，房价大幅度下跌会拖累经济增长，因为房地产投资在总的投资需求中占比很大，房价下跌会导致投资需求下跌；另一方面，房价大幅度下跌可能会导致银行坏账增加，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我国应该设法维持房价基本上稳定，既不大涨也不大跌，然后用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的增加来逐步消化房价泡沫。

随着房价趋稳甚至下跌，我国应该采取措施防止房价大幅度下跌，同时这也是以前采取的行政性调控措施比如限购等退出的良机，逐步取消这些行政性调控措施，使房价调控逐步回到主要用经济手段调控的道路上，摆脱行政性调控措施带来的各种扭曲。

七、总结

生产成本上升、技术进步方式变化、投资收益率下降、出口导向型增长不可持续，这几个因素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个“新常态”的表现就是经济增长率下降、滞胀隐患出现、就业压力减小、消费占比提高、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自然转换，以及对自主研发的需求增加。在“新常态”下，我国应该降低经济增长目标，深化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自主创新，实行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双扩张的政策组合，在需求管理方面，实行货币稳健或小量紧缩、财政扩张的政策组合。

根据目前的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如果政府不采取更有力的刺激措施，我国2014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难以实现。鉴于我国目前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幅度推高经济增长速度。在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并保证就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低，越有利于通过经济手段淘汰落后产能，实现结构优化。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我们不建议采取大规模的扩张性政策，而是建议采取以供给管理为主、需求管理为辅的定向“微刺激”政策体系，既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又尽可能促进结构调整。供给管理应以改革为主；需求管理应以财政政策为主，主要体现政府的产业政策、区域经济目标等，货币政策以定向降准为主，在需求管理中起到辅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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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发表于《经济科学》，2014（4），与刘伟合写。


[2]
 本章所用数据如果没有特别说明，均来自国家统计局公报或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计算。


第十章 发达经济“新常态”的根源和表现
[1]



导读：本章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讨论了发达经济“新常态”的根源以及表现，并提出了通过科技进步提供新产品的供给来创造优质需求的政策建议。本章指出，发达经济“新常态”的根源有两个，一是科技进步率下滑，一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其结果是，发达经济长期在流动性陷阱中运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就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

在这两个政策的作用下，经济可能会增长，但增长的质量却是下降的，经济健康状况恶化，对外来冲击的抵抗力减弱，患上了“肥胖症”；经济将时刻面临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威胁。要把发达经济从这种“新常态”中挽救出来，必须依靠科技革命，通过新产品的供给来创造新的优质需求。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形势，2009年5月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前CEO穆罕默德·埃里安称之为“新常态”，这就导致了“新常态”这个词的出现。

发达经济“新常态”的根源是什么？有什么表现？未来的前景如何？对这些问题的理解不仅关系到中国目前和未来的国际经济环境，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面临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笔者认为，发达经济“新常态”的根源有两个，一是科技进步率下滑，一是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长期化和常态化。其结果是，发达经济相继陷入了流动性陷阱，并将长期在流动性陷阱中运行；由于流动性陷阱中利率已经无法降低，所以以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为特征的宏观调控体系就不得不把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在这两个政策的作用下，经济可能会增长，但增长的质量却是下降的，经济健康状况恶化，对外来冲击的抵抗力减弱，患上了“肥胖症”；经济将时刻面临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的威胁，发达经济的各种经济危机将此起彼伏，危机将成为发达经济的“常态”。要把发达经济从这种“新常态”中挽救出来，必须依靠科技革命。科技革命将带来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和消费热点，提高投资收益率，使经济走出流动性陷阱，成功“减肥”，改善经济健康状况，提高经济对外来冲击的抵抗力，降低各种危机爆发的概率。

本章共分五节。第一节讨论科技进步率下滑与发达经济“新常态”的关系，第二节讨论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长期化、常态化对发达经济“新常态”的影响，第三节在前两节的基础上讨论发达经济“新常态”的两个主要运行特点，即经济在流动性陷阱中运行、量化宽松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大剂量采用；第四节讨论发达经济“新常态”的具体表现，即需求不振、经济低增长，低通胀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并存，经济“肥胖症”的出现，存在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隐患等，第五节展望世界经济的前景。

一、科技进步率下滑是发达经济“新常态”的主要根源

科学技术的进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推动着经济的增长。在需求方面，生产工艺的革新将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刺激投资；而产品创新将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刺激新的消费需求，并为企业提供好的投资机会，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在供给方面，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的采用，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使单位时间和单位劳动投入所带来的产出增加；科技的重大进步甚至可以促使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来提高经济效益。

基于科技进步的长周期理论属于经济周期理论的一种，又称康德拉季耶夫周期，是1926年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的一种为期50~60年的经济周期（康德拉季耶夫，1986）。

本轮长周期始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信息技术，并于20世纪90年代达到高潮，引领了第五轮长周期的繁荣时期。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动力逐渐释放完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宣告世界经济进入本轮长周期的下降期。2008年的金融危机，看似是资产价格泡沫破灭的产物，实际上背后有着更深刻的原因——作为带动本轮长周期增长的技术群和产业群的核心，信息技术创新的持续降温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后劲乏力，导致技术出现僵局，难以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查里（Chari et al.，2000）研究了美国1900—2000年整整一个世纪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如图10—1所示。总的来说，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都呈上升趋势。二者一个明显的下降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正是著名的大萧条时期。随后，20世纪50年代初，全要素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均恢复了高速增长，并持续了整个50—60年代。70年代后期，两个生产率的增长率开始下降，越往世纪末，两个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越见平缓。这张图清楚地表明，在20世纪，美国的科技水平一直在进步，但科技进步的速度在放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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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1900—2000年美国全要素生产率（TFP）和劳动生产率（LP）

资料来源：V.V.Chari,Patrick J.Kehoe,and Ellen R.McGrattan,"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Econometric,2007,75(3)，781-836；转引自Larry E.Jones and Alice Schoonbroodt,"Baby Busts and Baby Booms;The Fertility Response to Shocks in Dynastic Models",Working Paper16596,http://www.nber.org/papers/w16596。

科技进步率的下滑导致实体经济中好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少，投资收益率逐步下跌，投资开始下跌，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世界各国政府都采取了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后者成为发达经济“新常态”的另一根源。

二、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是发达经济“新常态”的另一推手

凯恩斯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虽然不能说凯恩斯不关注长期经济状况，但其提出的需求管理的初衷的确是着眼于短期的。

一般而言，市场经济是具有自动调节功能的，能够在没有政府调控的情况下自动运行，价格机制、竞争机制能够使经济在多数情况下处于大体均衡的状态。只有在大萧条之类的极端情况下，通过自身的自动调节功能经济已经无法实现均衡并将长期处于萧条状态的时候，才需要政府的帮助。也就是说，在理想状态下，应当是尽可能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让经济自动运行，无须政府干预；只有在市场已经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需要政府。就跟一个人一样，多数情况下人体能够自动调节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且具有一定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即使生点小病也能依靠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恢复健康。只有在病情较重、自身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无法使人恢复健康的时候才需要看医生，才需要吃药。

然而凯恩斯主义自诞生以来近80年的经济实践却表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被长期化、常态化了。1965年，弗里德曼曾说过：“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尽管后来他声称他的话被断章取义了，但这确实是当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思想的真实写照——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是应对经济周期的正确且有效的方式。换句话说，遇到经济衰退时，加大政府开支、减少税收、降低利率等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是治疗经济的正统药方。当意识形态方面的隔阂被数次金融危机冲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30年后，他的政策建议已然成了各国政府普遍接受的教条，无怪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说道：“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

时至今日，美联储关于货币政策的会议仍保持大致一个月一次的频率，近些年来频频在货币政策会议上推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经济一旦不景气便向市场释放流动性几成常态。同样的情况在世界其他国家也多有出现。其他国家的宏观调控也一样，包括中国在内，政府时时刻刻都盯着经济，企图“熨平”经济波动。

这种常态化的宏观调控实际上已经把政府当成了宏观经济的监护人，实际上意味着调控当局对市场经济的自动运行功能的不信任，以及对经济波动的过度恐惧。常态化、长期化的宏观调控实际上也把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功能给作废了，经济运行对宏观调控的依赖性急剧提高，现在已经到了离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经济几乎已经无法正常运行的地步。在这种调控思路下，宏观经济被当成了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病人”，时时刻刻都离不开“医生”的监护，随时都需要吃药、打针。于是，在政府这个“医生”的长期、常态化监护下，经济对政府越来越依赖，最终变得无法离开政府，真的成为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病人”，甚至最后变成“植物人”。

三、发达经济“新常态”的运行特点

在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一方面，科技进步率下滑，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被长期化、常态化。在这种情况下，发达经济的运行就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征。这种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

1.经济在流动性陷阱中运行

由于我们关注的是目前的发达经济，所以我们就着重讨论发达经济在本轮长周期中的表现。本轮长周期的核心是信息革命。而信息革命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苏剑、刘斌（2009）探讨了科技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据此来解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也说明了美国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的原因和过程。他们从二战期间交战各方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的大规模支出说起，讨论了这种尖端武器的研发在此后直到东欧剧变之前对美国科技进步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些研发活动导致了计算机、互联网、无线通信等方面技术的快速进步，也导致了相应的新行业的产生，于是经济中存在大量优良的投资机会，也出现了这些方面的消费热点，这就导致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东欧剧变后，随着美国在尖端武器研发方面投入的削减，美国的科技进步率也开始下滑，好的投资机会和消费热点也快速减少，于是，为了刺激投资，避免衰退，美国就开始降息，随着利息逐步降低，越来越差的投资项目被采用，这就导致了“次贷危机”。为了把美国经济从“次贷危机”中挽救出来，美联储继续降息，最后当利率降无可降的时候，别说好的投资机会，连不好的投资机会都被利用完毕，经济就陷入了流动性陷阱。为了挽救经济，美联储不得不继续扩大货币供给，这就是所谓的“量化宽松政策”，希望通过货币政策的非利率传导渠道刺激经济。

继美国之后，被欧债危机缠身多年的欧盟也推出了自己的低息政策，并于2014年6月正式进入“负利率”时代，意图推高通胀、刺激经济。

至于在萧条中苦苦挣扎的日本，更是“零利率”政策的代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为拯救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的经济，日本政府便推行过零利率政策，无奈收效甚微。之后有过回调，但进入21世纪再次采用零利率。2006年，日本政府试图退出零利率，然而经济危机很快袭来，又不得不继续回归零利率甚至负利率，并一直持续到今日。2012年以来，日本央行已多次扩大货币宽松规模，国债购买量从55万亿日元大幅提高到91万亿日元，但经济并无太大起色。

从美国、欧洲、日本的经验可以看出，宽松的货币政策甚至是零利率政策，短期内可能有些效果——随着商业银行资金借入成本的下降，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也跟着下降，放贷条件也越来越宽松，有利于增强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但长期下来，市场反应将越来越不敏感，居民消费趋于饱和，企业投资的热情也因缺乏新的消费热点而逐渐减弱。经济最终陷入流动性陷阱。

2.量化宽松政策和财政政策成为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

一般来说，央行想要放松银根，可以有两种方式——压低货币价格（即利率）和增加货币数量。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向来以前者为重心，通过调节准备金率、购买短期证券等方式对利率水平进行微调。但当经济处于流动性陷阱中时，货币政策的传统传导机制即利率机制就失灵了，此时，由于美国、欧洲、日本宏观调控的工具箱里只有需求管理政策，所以只能继续采取需求管理政策，于是不得不推出量化宽松政策，并重新重视和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由于财政政策没有什么新意，此处只讨论量化宽松政策。

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是一种货币政策，主要指各国央行通过公开市场购买国债等中长期债券、银行金融资产等方式来增加基础货币供给。与利率杠杆等传统工具不同，量化宽松被视为一种非常规的工具。

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后，美联储为刺激经济，推出了多轮量化宽松政策。自2010年4月份开始，美国的复苏前景不妙，美联储在伯南克的领导下开启了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2012年9月14日，美联储实施了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

2012年12月13日，美联储宣布推出第四轮量化宽松（QE4）政策，每月采购450亿美元国债，替代扭曲操作，加上QE3每月400亿美元的宽松额度，美联储每月资产采购额达到850亿美元。此外，美联储保持了零利率的政策，把利率保持在0～0.25%的极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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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底，日本央行也启动了量化宽松政策，将每年基础货币的货币刺激目标加大至80万亿日元（此前目标为60万亿~70万亿日元），并且在2014年11月份日本央行再次强调维持货币政策不变，承诺以每年80万亿日元的速度扩大基础货币。

继日本央行之后，欧洲央行于2015年1月22日宣布推出欧版量化宽松（QE）政策，每月采购600亿欧元资产，持续到2016年9月。从2015年3月1日启动计算，本次欧洲版QE将持续19个月，总额度为1.14万亿欧元，新增额度9500亿欧元。
[3]



四、发达经济“新常态”的具体表现

在“新常态”下，发达经济呈现出以下特点。

1.需求不振，导致产能过剩和低增长

由于经济科技进步率下滑，且利率已经降低至零，这意味着经济中即使非常差的投资机会也已经被利用殆尽，投资已无法增长；同样，由于没有好的新消费品出现，经济中没有好的消费热点，消费增长率也上不去。于是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将长期在低增长状态下运行，最终如果没有科技进步率的恢复，就将陷入衰退甚至危机。

2.低通胀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并存，且资产价格的波动性加剧

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果必然是流动性泛滥。而由于经济科技进步率下滑，实体经济中已经没有投资机会，泛滥的流动性就只能流入资产市场，导致资产价格泡沫加剧。同时，由于产能过剩，商品价格又涨不上去，就出现低通胀的局面。于是，就出现了低通胀和资产价格泡沫并存的局面。在流动性泛滥且缺乏基本面支撑的情况下，资产价格既有上涨的动力，又缺乏有力的支撑，就只能随着各种资产市场之间的投机性流动而大幅波动，不确定性增加。

3.“虚胖”的各国经济

在科技进步率下滑和凯恩斯主义政策理论的指导下，超低利率成为常态，由超低利率刺激出来的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当然也是超低的。比方说，假定在正常市场利率下，投资回报率至少达到5%的项目，才能保证投资者有能力偿还贷款并获得利润。但政府为刺激经济、鼓励投资，人为地将利率压低至1%，以鼓励企业开动那些投资回报率在1%~5%之间的项目。在持续的低息政策下，这些项目可能平安无事，政府也可能如愿以偿地收获经济繁荣的成果。然而，一旦出现意外，比如货币危机、银行危机等，导致利率上升，那么当年被低利率扶植起来的那些项目，就可能会成为烂账，埋下金融危机的隐患，甚至直接引发金融危机，美国金融危机就是明显的例子（刘伟、苏剑，2009）。

当经济在流动性陷阱中运行的时候，利率超低，刺激出来的投资都是劣质投资，所以对外来冲击的抵抗力就较弱。随着量化宽松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劣质投资项目被采纳，经济规模在不断增长，但经济却没有变得强壮，而是变得“虚胖”，就跟人一样，体重增加了，但增加的不是肌肉，而是脂肪，健康状况不是改善了，而是恶化了。这样“富态的身体”，可称得上“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了。一个筋骨软弱、大腹便便的胖子，很容易让人一拳击倒。

4.政府债台高筑，财政危机风险上升

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理论中，财政政策也是刺激经济的主要政策。经年累月，政府财政赤字高企，债务负担沉重，并且将持续恶化。这种情况已经在各大国家中成为主流。截至2014年6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已高达17.557万亿美元，预计2014年年底将达18.52万亿美元，相当于其GDP的105.7%。
[4]

 截至2014年第一季度末，欧元区（18个成员国）和欧盟（28个成员国）政府债务总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分别为93.9%和88%，高于2013年第四季度的92.7%和87.2%，高于2013年同期的92.5%和86.2%（严恒元，2014）。政府债务同样也是困扰日本政府的问题。根据日本财务省2014年8月8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6月底，日本政府债务余额达到1039万亿日元（约合10.2万亿美元），比上一季度末增加大约14万亿日元（1376亿美元），这一债务余额相当于每名日本人负债818万日元（8万美元）。
[5]



5.金融体系脆弱不堪

在超低利率下，投资的收益率当然也超低，一旦经济中有风吹草动，比如政府或企业债务违约，或者别的国家提高利率等情况出现，本国的利率水平就有可能被迫提高；其结果是，原本就收益率超低的投资就可能会亏损，相应的贷款就会成为烂账，引发金融危机。同时，股市、房地产市场也因缺乏基本面的支撑而极度脆弱，随便一个传言就可能导致股市大跌。而大规模量化宽松的结果是，本国货币也会面临贬值压力，如果世界各国竞相采取量化宽松政策，那么就会出现货币战争，利率波动性和不确定性就会大幅度增加。其结果是，整个国家的金融体系都将脆弱不堪。

五、世界发达经济的前景

面对发达国家的“新常态”，世界经济的希望何在？前景如何？我们认为，科技革命是最终也是唯一能够挽救世界经济的因素，但现在还看不到科技革命的曙光，所以，至少今后10年内，发达经济都将在这种“新常态”中运行，财政危机、金融危机、货币危机隐患重重，经济极度脆弱。

2014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的复苏态势良好，经济连续两个季度强劲反弹，纽约股市连续第六年上涨，消费者信心升至近8年来的新高，因此不少投资者和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复苏持乐观态度。然而不能忘了，2012年、2013年及2014年初，这些经济学家和权威机构便已对当年的美国经济做过乐观预期，可惜世事总是难遂人愿。现在还无法断定美国经济已经恢复如初。

相形之下，欧盟的复苏前景显得比较疲软。2014年年初预期的1%的增长率无法实现。面对通缩的威胁，欧洲央行在2014年6月将隔夜存款利率降为负值，并在9月进一步降至-0.2%，但情况并无太大起色。2015年伊始，欧洲央行便推出了进一步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意图对抗通货紧缩，但政策效果依然不佳。

为挽救经济，日本连续多年推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发放的大量货币如“石沉大海”。实际上，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日本，经济已臻于成熟，市场趋向饱和，又由于人口老龄化，国内消费基本已无发掘空间；再加上经济形势动荡，对未来充满不安的日本人更加不愿意消费。因为国内外经济前景不明朗，日本企业也持观望态度，不愿意扩大投资和生产。

发达经济的“新常态”呈现出令人悲观的图景。要想把经济从这种“新常态”中挽救出来，需要一场科技革命。跟以往的每次科技革命一样，新科技革命的出现将形成新的消费热点，为企业提供大量新的、更好的投资项目，同时老百姓的消费增加也会增加交易性货币需求，从而逐步消化目前已经泛滥的流动性，最终提高利率，把经济带出流动性陷阱。实体经济有了好的投资机会，经济自然走向繁荣，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历史舞台，也就不需要刺激措施。不仅如此，随着经济的繁荣，政府收入增加而支出未增，于是财政赤字减少，债务警报解除。

在世界经济普遍增长乏力的今天，世界需要一场科技革命，以新的技术来创造消费和投资热点。然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还看不到类似前几次科技革命那样深刻改造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新技术。由于新技术的普及和大规模应用至少需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可以断言，未来的一二十年内，世界经济的增长方式还将大体保持原样，很难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发达经济将继续在“新常态”中运行，发达经济的复苏前景并不乐观。

参考文献

［1］康德拉季耶夫，经济生活中的长波，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10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Chari,V.V.,Patrick J.Kehoe,and Ellen R.McGrattan."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Econometrica,2007,75(3),781-836

［3］Larry E.Jones,Alice Schoonbrood."Baby Busts and Baby Booms;The Fertility Response to Shocks in Dynastic Models",Working Paper16596,2010,http://www.nber.org/papers/w16596

［4］苏剑，刘斌，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和我国的对策，经济前沿，2009（1）

［5］刘伟，苏剑，如何刺激投资？兼谈创新支持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关系以及宏观调控方式的未来走向，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09（3）

［6］严恒元，欧盟经济低迷拖累财政收支政府债务比例升至93.9%。中国经济网，http://finance.eastmoney.com/news/1351,20140728405583460.html,2014-07-28



注释


[1]
 发表于《学术研究》，2015（7)，与林卫斌合写。本章是国家开发银行委托课题“全球双环流下中国与亚非拉协调机制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2]
 参见《美国QE4或引发全球货币战争》，http://finance.qq.com/zt2012/cjgc/qe4.htm。


[3]
 参见《欧盟推QE加入货币大战中国楼市何去何从》，http://suzhou.house.qq.com/a/20150208/010133.htm。


[4]
 参见《德媒：美国真的要出事了》，http://bbs.tiexue.net/post2_8213557_1.html。


[5]
 参见《日本6月底国家债务余额超1039万亿日元创新高》，http://www.ccpit.org/Contents/Channel_54/2014/0808/408387/content_408387.htm。


第三篇 供给侧调整与我国的经济转型

导读：本篇讨论的是中国经济的中长期问题。分析我国的供给侧调整和改革对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影响，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调整的正确路径。本篇同时指出，经济的长期健康增长需要总供给和总需求同步增长，因此，中国经济不仅需要供给侧改革，也需要需求侧改革。


第十一章 中国转轨模式具有普适性吗？
[1]



——关于经济转轨过程的一个人力资本理论

导读：本章研究了中国转轨过程中供给侧调整的过程对转轨效果的影响。中国经济的成功转轨引起了学术界关于中国转轨模式普适性的讨论。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转轨的成功是偶然的，不具有普适性。笔者认为，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分析，渐进式改革更适合经济转轨国家，因此中国转轨模式具有普适性。

一、引言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经济转轨到现在，我国经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而其他转轨国家在转轨过程中则遇到了不少现实尖锐问题，经济大都长期低迷甚至大幅下滑。于是，我国转轨模式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中国转轨模式对其他国家是否适用？这就成为人们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萨克斯和胡（Sachs and Woo,1994），杨（Yang,1994），萨克斯、胡和杨（Saches,Woo and Yang,2000）通过理论分析和经验检验，对中国渐进式改革进行了严密和全面的批判。他们认为，在缺乏宪政秩序的条件下，中国改革以及实行的财政分权制度严重破坏了经济赖以发展的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分工，因而是没有效率的，迄今为止的中国成功转轨存在被高估的嫌疑。
[2]

 他们还分析了俄罗斯宪政转轨和中国的乡镇企业两个例子，并用大量实例说明了缺乏宪政的经济转型的长期巨额代价，这一代价也许远远超过平滑转型的短期收益。

从社会福利角度着手，刘、钱和罗兰（Lau,Qian and Roland,2000）则认为，“双轨制”（渐进式改革中的具体措施之一）改革方式是可以实现帕累托改进的一种巧妙机制。他们认为，在以计划经济为转轨起点的改革中，市场机制的引入为参与市场交易的经济主体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可以改善自身状况，同时保留计划体制作用的领域，又可为市场化中潜在的利益受损者提供隐蔽的转移支付，具体方式是保护其计划体制内的应得租金。

林毅夫（2003），林毅夫、蔡昉和李周（1993）以及蔡昉（2010）都认为发展中国家利用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企业在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那么就能够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快速提升要素禀赋结构，以“小步快跑”方式进行产业和技术升级；要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取得改革的成功，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相对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渐进式改革道路。王廷惠（2008）也从不同角度论证了渐进式改革是优于突变式改革的一种转轨形式。

笔者认为，首先，任何经济制度要能正常发挥作用，均需与之匹配的人力资本体系，这种人力资本体系可能原本存在，也可能是在某种制度被确立之后内生形成；其次，计划经济体制需要的人力资本与市场经济需要的人力资本不同，与计划经济适应良好的人力资本可能无法适应市场经济，反之亦然。因此，如果经济制度从计划体制转变为市场体制，但人力资本并未成功转型，很可能导致经济崩溃。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转轨国家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而计划体制期间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又消除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因此，要想成功转轨，就必须有相应的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积累并非朝夕之间就能形成，因此，转轨过程只能采取渐进式的行动策略。

本章共分为五节。第二节建立一个人力资本理论，说明人力资本对转轨效果的重要性。第三节以苏联和其他转轨国家的发展历程印证我们的理论。第四节用一个经济计量模型对此理论予以检验。第五节是总结。

二、理论

众所周知，一个企业的生产需要多种投入品，如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等等。实际上，企业生产过程中还需要两种很重要的要素：人力资本和制度。我们说的人力资本主要指企业管理层的经营能力以及工人的技术水平和对相关管理模式的适应能力。这里提及的制度包括企业内的制度和企业外的制度。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是公有的，企业内外的整个经济制度均为计划经济模式，因此，企业生产和经营中采用的人力资本也都是适应计划经济制度的人力资本。这样的人力资本在市场经济下可能失效。

在研究转轨问题时，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及其速度。受人为因素控制的制度转换可以速度很快，但人力资本积累却是缓慢的过程，人对于新的制度或管理模式有一个学习和适应过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的人力资本适合计划经济的体制特征及其要求。这种人力资本与企业内外的经济制度吻合，虽然这种制度效率可能较低，但至少还能维持生产。市场经济要求的是与计划经济体制截然不同的人力资本。比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可以不考虑其他企业的竞争，因为有国家整体安排和计划协调，一般没有重复建设。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开放的，其他企业可以进入各个行业，所有企业都必须面对竞争对手和竞争压力。同样，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可以不在乎产品营销、新产品开发，甚至可以不在乎盈亏，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些都必须考虑。

在突变式改革下，价格短期内全部放开，企业被迅速私有化。从制度层面上看，经济很快从计划经济模式转化为市场经济模式。由于在经济转轨初期各国缺乏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计划经济下能够生产的企业和个人在突然处于市场经济后不知所措。即使与计划经济下相比，生产也可能会大幅下降。在取消了政府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扶持和补贴之后，这些企业也难以为继，生产随之大幅下降。而在价格放开之后，由于消费品本来就短缺，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又进一步导致生产下降，物价大幅上升。

而渐进式改革则不同。此时，制度演进的过程给了原本适应计划经济制度的市场参与者学习和适应新制度的时间。而且，制度变迁为试错过程，制度的每一变化必须有利于企业的经营，因而每一步改革都会使生产增加，而不是下降，这与突变式改革的结果恰好相反。在这样的情况下，适合新制度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以相同速度增长，经济进入平稳发展的状态。

图11—1是这两种改革模式下GDP变化的时间路径示意图。假设一个经济开始时的国内生产总值为GDP0
 ，在t0
 时刻，该经济的管理者决定实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果采用突变式转轨，那么制度转轨后人力资本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适应计划经济的人力资本尚未适应市场经济，因而在转轨初期该经济的总产出迅速下降。之后，随着人们慢慢适应市场经济，适合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缓慢增加，于是产出开始上升，最后超过原计划经济下的产出水平GDP0
 。如果采取渐进式转轨，那么在t0
 时刻，经济的制度本身虽有变化但变化不大，该经济的人力资本基本还能适应稍有变化的经济制度，而经济制度的微小变化有效调动了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积极性，产出增加。随后，经济制度继续微小调整，经济活动的参与者继续学习并适应新的制度，于是产出继续增加，这一过程循环往复，就得到了一条永远高于原计划经济下的总产出GDP0
 的产出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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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两种转轨模式对总产出的影响

突变式改革可能导致制度的迅速变迁，高效率制度建立的速度可能快于渐进式改革，因此，也许有一天突变式改革的产出会超过渐进式改革（图11—1中的突变式改革2
 ）。但这个时间到底需要多长却是个未知数，在这一段时期内经济还会受到大量其他意外因素的冲击。因此，一旦突变式改革下产出下降，也许最终会演变成永久性低于渐进式改革情形的局面（图11—1中的突变式改革1
 ）。实际上，东欧剧变至今快20年了，前苏联国家的经济绩效依然无法恢复原计划经济下的情形，跟中国就更不能相比了。

我们再来考虑一下这两种转轨方式的福利效果。如果人们的经济福利与其消费水平或GDP正相关，如果渐进式改革的产出永久性高于突变式改革，那么与前者相应的福利水平显然要高于后者；如果后者的产出最终赶上前者，这两种转轨模式下总经济福利的差额也就是与图11—1中的不规则三角形ABC相应的产品总额所带来的福利水平，而且两种转轨路径相交所需的时间跨度越大，这两种转轨模式下总经济福利的差额也就越大。因此，相对而言，渐进式转轨要优于突变式转轨。

三、人力资本与经济转轨：历史考察

同样是经历了转轨过程，中国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其他转轨国家的经济表现完全不同（见图11—2和图11—3）。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从人均GDP来看，东欧以及前苏联国家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这些国家在改革之后的10年之中，经济非但停滞不前，还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以俄罗斯为例，改革伊始，其1990年的GDP为11510.4亿国际元。到1998年，俄罗斯的GDP为6644.95亿国际元，总增长幅度为-42.3%，平均每年负增长4.7%。但俄罗斯的表现并非所有转轨国家中表现最差的，乌克兰、阿塞拜疆以及未在图中列举的摩尔多瓦、塔吉克斯坦等国的衰退更为严重。相比之下，中国每年9.12%的增长率尤为突出。

要理解经济转轨过程，就必须明确经济转轨的起点。而就转轨起点而言，中国和苏联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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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 转轨起初10年典型国家GDP总量变化

说明：GDP水平单位为按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PPPs）估计的1990年国际元。典型国家的选取是在东欧、中亚、西亚各随机选择一个国家，加上转轨的两个代表性大国——俄罗斯和中国。除中国按照1978年为转轨基年以外，其他国家的转轨都以1990年为起点进行比较。而由于前苏联国家的数据缺失，其数据只持续到改革第九年。图11—3的说明相同。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296～304页、334～3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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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3 转轨起初10年典型国家人均GDP变化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296～304页、334～3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首先，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经历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在政府的有意安排下，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微观经济单位都变成了清一色的公有经济，即集体经济和国有经济。国家代表全民掌管几乎所有经济资源，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转轨开始。

其次，价格由政府控制，到经济转轨开始时，几乎所有物品价格都在政府严格控制之下。所以，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功能就失效，人们对市场经济就没有充分的认识，对其适应能力自然就很差。

再从转轨起点上分析，两国最大的差异在于运作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本的存量不同。经济转轨开始时，计划经济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已实行了几十年，而各国在实行计划经济期间往往也对外不开放，人们也不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情况，因而人们对市场经济已经不熟悉，也就是缺乏从事市场运作的人力资本。苏联实施计划经济近70年，到经济转轨初期，对市场经济还有点印象的人基本上均已作古，可以说对市场经济已经全然陌生。中国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到1977年，经历了21年的计划经济，人们对市场经济可以说也已经比较陌生了。但相比而言，中国的情况要好得多。中国经历了21年的计划经济，时间虽然也不短，但至少在1977年的时候，1956年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年龄也就是四五十岁，正当壮年，而比他们年龄稍大一些的人还健在，因此，在中国开始经济转轨的时候，人们对市场经济仍有所了解。而且，我国“土地改革运动”之后，曾在农村实施“四大自由”政策——允许农民有借贷、租佃、雇工、贸易的自由。因“大跃进”时期发生的全国性大饥荒，刘少奇在1962年曾推出农村经济政策“三自一包”。“三自”即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这些政策都在中国农村留下了市场经济的种子。反观苏联，将近7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再加上对单一公有制的教育、宣传和执行，原先的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已基本消失，在转轨伊始其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几乎为零。这种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的存在与否，成为中国和苏联经济转轨的一大差异。

四、人力资本与经济转轨：经济计量分析

我们也可以用计量经济方法对上述理论予以检验。如果上述理论正确，应该有如下推论：转轨之初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越大的国家，转轨过程越顺利，经济增长速度就越高。

1.经济计量模型的设定

由于转轨初期的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是一个不易直接量化的指标，而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实行计划经济年限越长的国家，其人力资本存量也相应越少，因此，我们用转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作为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的代理变量。经济增长率就用转轨开始后10年的人均真实GDP的年均增长率衡量。考虑到分析的样本不大，因此估计的方程越简单越好，否则容易出现计量结果的可信度问题。因此在这里的分析中，我们用转轨开始后10年间各国的人均真实GDP的年均增长率对各国在转轨开始前计划经济的实施年限进行回归，即模型设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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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模型中需要检验的假设为“β1
 =0”，即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对经济增长不构成影响。若本假设不成立，则说明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即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多少对经济有着重要影响。

2.数据介绍

本节对7个东欧国家、前苏联地区的15个国家以及中国及越南共24个转轨国家的经济表现与转轨初期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存量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数据选取的是麦迪森（2003）中对各个国家人均GDP的估计数字，这些数值是按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得出的。在本节中分析的是24个国家转轨开始后前10年的人均GDP增长率，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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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DP10
 表示转轨10年后的人均真实GDP,GDP0
 表示开始转轨时的人均真实GDP.对于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前苏联国家都按照从实行新经济政策的尾期算起，约计为70年；其他国家则是根据该国的历史记载，从确切采取计划经济体制算起，到进行体制改革为止。这24个国家的平均人均GDP增长率为-3.56%，平均实施计划经济的年限为57.2年，具体数据见表11—1。

表11—1 转轨国家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和转轨开始之后10年间人均真实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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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GDP水平单位为按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PPPs）估计的1990年国际元。

资料来源：［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中译本），296~304页、334~33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3.回归结果

用表11—1中的数据对以上方程进行回归的结果（括号中表示t统计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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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计划经济年限的估计系数为-0.276，而且非常显著，表明每增加一年的计划经济时间，将使转轨开始后10年的经济增长率下降0.28个百分点。这个方程的R2
 达到了0.712，这说明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年限这个变量解释了71.2%的GDP增长的变动，因此，人力资本的不同是GDP增长率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五、总结

在对经济转轨模式的讨论中，笔者赞同渐进式转轨过程的必要性。众所周知，经过几十年的计划经济实践，转轨国家已经形成了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而在此期间对市场经济的排斥，又消除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人力资本，要想成功转轨，就必须有相应的市场经济型人力资本，但人力资本的积累并不可能突变完成。因此，转轨过程就必须采取渐进式的方式。本章还通过对中国和前苏联国家转型的历史经验分析，证明了人力资本是影响转型绩效的重要决定因素。如果人力资本差异是影响转轨过程的重要因素，中国转轨模式就具有很强的普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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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发表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0（7），与王廷惠合写。


[2]
 另外一个有趣的分析思路是何梦笔（2009）有关大国转型分析的理论范式。何梦笔的分析框架特别强调政府竞争在大国转型过程中的现实意义及其对转型绩效的影响。


第十二章 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1]



导读：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供给侧调整的重要内容。本章分析了中国的最优或者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目前的这种增长方式，以及如何实现目标增长方式等问题。

本章指出，一个经济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使得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这一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应当是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的增长方式，而不是利用不具优势的资本密集增长方式，也不必然是以自主研发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

一个经济的实际经济增长方式取决于企业的行为，因为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实现的，而企业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做决策的，这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要素价格体系，因此，一个经济的实际经济增长方式最终取决于该经济的要素价格体系，有什么样的要素价格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最近几十年来资本和土地密集型的增长就是我国长期采用低利率、低土地价格、低能源价格、低原材料价格的政策的必然结果。

因此，要转换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弄清楚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其次是进行要素价格体系和其他方面的改革，使得企业实际支付的要素价格体系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使企业的最优化尽量接近整个经济的最优化。

一、引言

就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我国学术界自改革开放以来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围绕这个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多部专著。
[2]

 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1）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及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2）如何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就第一个问题，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没有分歧。大家普遍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外延式）的（有代表性的论述如刘国光等（2001）、郭金龙（2000）、吴敬琏（2005）），基本观点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着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低、经济效益低、资源配置效率低、经济运行质量低等问题。

依据这样的判断，我国学术界和政界的主流观点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的目标就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外延式）到集约型（内涵式）的转化。比如，刘国光等（2001）指出，“从定性的角度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可以描述为：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对非再生性资源的依赖程度日益降低，生态环境由被破坏逐步转为不断改善，劳动生产率日益上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用定量的标准来衡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应体现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稳步提高。”（第8页）党和政府的官方文件中也表示了同样的观点。比如，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提出了“注重效益、提高质量、协调发展、稳定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基本要求是……就是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上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如何转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我国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建议。这些建议可以大致归为以下几类。

（1）经济体制改革。

刘国光等（2001）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就需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解决资源优化配置与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这两个问题。吴敬琏（2005）认为，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源在于现行经济体制。贾彧（2006）也强调企业产权制度、生产要素产权制度以及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对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郭金龙（2000）和王一鸣（2007）强调市场体系和价格体制改革的作用，王一鸣（2007）还强调投资体制改革等。郭金龙（2000）、刘国光等（2001）还提到了企业运行机制改革的问题，吴敬琏（2005）、刘国光等（2001）、朱启铭（2006）则提到了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

（2）产业结构转换。

刘国光等（2001）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助于经济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吴敬琏（2005）认为生产性服务业能够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并降低交易成本，因此，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陈保启等（2006）则认为生产性服务有助于把技术进步引入生产过程，有助于促进社会分工，也会影响技术创新的方向，所以他也强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

（3）技术进步。

刘国光等（2001）指出，产业结构的变化有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产业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进步。有的学者则更进一步就如何促进技术进步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例如，郭金龙（2000）认为，要促进技术进步，就必须加大科技投入，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进步机制。吴敬琏（2005）则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探讨了消除行政化、官本位、等级制度等积习，以及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

（4）政府职能的转换。

在吴敬琏（2005）看来，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源在政府，因此他主张进行政府自身改革，转换政府职能，从而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提高经济效率。黄晓鹏（2006）也指出粗放型增长方式是政府制度安排造成的，因此转换增长方式要求政府改革。此外，龚刚等（2007）认为财政政策目标应该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推动，因为这样更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5）其他方面。

我国学术界识别出来的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因素以及政策选择还有很多。比如，吴敬琏（2005）、刘兴革（2006）、徐辉等（2003）探讨了信息化对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意义；张卓元（2007）、张洁（2007）等考虑了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刘国光（2001）、杨云（2006）等分析了人力资源开发对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促进作用。限于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是最近几十年来我国政府设定的主要任务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我国政府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问题。而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更是把这个问题写入了官方文件。20年来，为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我国学术界做出了广泛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政策建议，我国政府也实施了各种各样的政策，做出了大量尝试，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但直到现在，20年过去了，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没有转换过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依然是我国学术界和政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为什么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么难呢？主要阻力何在？问题出在哪里？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本章的目的就是探讨这些问题。与以前的文献相比，本章的特点就在于考虑了一个经济的实际增长方式和目标增长方式的决定因素问题，指出一个经济的实际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价格体系决定的，而其目标增长方式则是由其要素禀赋的结构决定的，然后，由此出发讨论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问题。

本章的中心思想是：第一，一个经济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使得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而要实现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就得根据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特征，也就是说，一个经济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的特征决定的。第二，依靠技术进步以取得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不是没有成本的，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由此取得经济增长的成本在许多情况下相对高，因此，我国目前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更多地只能是相对多地依靠要素投入增加的经济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要素都同等使用，各种要素的相对投入依然要使得生产成本最小化，因此，作为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和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我国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当是劳动相对密集型的增长方式。第三，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实现的，而企业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生产的，这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要素价格体系。企业是根据这个要素价格体系来选择自己的要素投入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的，而企业选择的要素投入组合就决定了一个经济的增长方式。因此，有什么样的要素价格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最近几十年来，我国长期采用低利率、低土地价格、低能源价格、低原材料价格的政策，直到现在，这些价格扭曲还没有完全得到矫正。在这样一个扭曲的要素价格体系下，企业选择的经济增长方式必然是资本和土地密集型的增长。第四，因此，要转换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首先要转变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其次要进行要素价格体系的改革，使要素价格体系充分反映我国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在此基础上，还应进行一些配套改革以硬化对各微观主体的约束，比如加快企业改革和银行改革，建立健全国家信用制度，加大执法力度，消除或减弱信用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使得企业实际支付的要素价格体系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从而使企业的最优化尽量接近整个经济的最优化。

本章以下部分的结构如下。首先，我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这个概念进行定义。其次，我们讨论一个经济的最优增长方式的决定因素问题。在这一节，我们要弄清楚我国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然后，在第四节，我们介绍我国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第五节讨论我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最后，在第六节，我们讨论我国怎样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二、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

一个经济的增长只可能有两个来源，即生产率的提高和要素的积累。所谓“经济增长方式”，指的就是一个经济在实现经济增长时生产率提高和要素积累的贡献的相对大小。吴敬琏依照苏联政治经济学的思路指出，“所谓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生产要素投入及其组合的方式，其实质是依赖什么要素，借助什么手段，通过什么途径，怎样实现经济增长”（吴敬琏，2005）。对于这个定义，我国学术界基本上没有分歧。按照这种思路，经济增长方式一般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的投入所实现的增长；一类是靠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的增长（吴敬琏，2005，12页）。问题在于，即使在前现代社会，经济的增长通常也是由生产率的提高和要素的积累两方面的因素同时作用才得以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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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如此，这两种增长方式的划分标准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一个清晰的标准，但只要我们能够对一个经济的增长中生产率提高的相对贡献进行定量测定，我们至少可以对一个经济不同时期的增长方式或同一时期不同经济的增长方式的集约化程度进行比较。

那么，如何定量地测量经济增长中生产率提高和要素投入的贡献呢？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核算技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工具。按照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经济增长核算方法，可以按照如下公式进行分解来找到经济增长的源泉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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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因此，按照这四种因素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相对大小，我们可把经济增长方式分为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型（以下简称TFP增进型）的经济增长、资本密集型经济增长、劳动密集型经济增长和土地（或自然资源）密集型经济增长四类，后三类可以统称为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显然，这种分类方式与我国学术界目前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划分方法有所不同。如前所述，我国学术界目前把经济增长方式划分为两类，即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的所谓“集约型”增长方式和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所谓“粗放型”增长方式。我们认为，这种分类方式是不合适的，因为它不能区分所谓“粗放型”增长方式中各种要素投入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也就是分类太粗糙。因为一个经济的要素投入的增加不可能是完全同比例的。另外，这两个术语本身给人一个先入之见，那就是“集约型”增长方式比“粗放型”增长方式好，或者说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为主的增长方式优于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如下文所述，笔者不同意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只要能够实现成本最小化，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完全可以是一个经济的理想增长方式。对于在自主研发方面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以自主研发为特征的生产率提高方式的成本非常之高，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完全可能是成本最小的增长方式。所以，本章不采用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分类方法。在本章中，笔者把“集约型”增长方式称为TFP增进型增长方式，而把“粗放型”增长方式称为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以避免这种先入之见；根据经济增长中各要素贡献的相对大小，笔者把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又分为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和土地密集型增长方式三大类。

需要说明的是，本章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这种新的分类方法很可能低估了技术进步的贡献。人们一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代表技术水平，因此
[5]

 ，在公式（12.1）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image: ]
 就被认为是代表了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过，虽然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但技术进步又有两个来源，一是自主研发，一是技术引进。技术引进往往与引进先进设备等联系在一起，因此，如果技术进步是以技术引进的方式进行的，在公式（12.1）中就反映为资本的增长，而不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自主研发主要体现为生产率的增长。因此，在公式（12.1）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反映的仅仅是由自主研发导致的技术进步，不代表技术引进导致的技术进步。所以，如果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来衡量技术进步的贡献，就会低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并不代表没有技术进步，如果技术进步靠自主研发，根据上述方法得到的结果中就会有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如果技术进步靠技术引进就不会有，到底何者较好，应该决定于成本。

三、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

要分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需明确一个经济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要转变的话，要往哪儿转？要转成什么样的增长方式？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需弄清楚的是，一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实现的，而企业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生产的，这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要素价格体系。企业的决策规则是在生产给定产出的前提下，根据要素的相对价格来选择要素投入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因此，企业面对的相对要素价格体系就决定了企业选择的要素投入组合，因而也就最终决定了整个宏观经济的增长方式。因此，有什么样的要素价格体系，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然而，使得企业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未必同时使得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实现了最小化。企业是在一定的要素价格体系下进行最优化的，对于企业来说，这个要素价格体系是外生的，任何一个单个的企业都无力影响它。然而，对于整个宏观经济来说，要素价格体系却是可以调节的，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调节要素的相对价格，比如说可以通过货币政策调节利率，可以通过财政政策、行政手段或法律手段调节工资水平、利率水平、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价格等。随着要素价格体系的变化，企业选择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会变化，相应地，企业的最低生产成本也不同。因此，就存在一个最优的要素价格体系，在此价格体系下，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达到了最小化。而此时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就称为“最优经济增长方式”，即使得整个经济的生产成本达到最小化的经济增长方式。

那么，这个最优的要素价格体系又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一国的最优要素相对价格决定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一个国家某种要素越丰裕，它的相对价格就越低；而越稀缺的要素的相对价格就越高。这个原则在开放经济下适用，在封闭经济下同样适用。

生产要素一般可分为三种：劳动、资本和土地。这三种要素如何进行组合以从事生产则靠技术。一个企业要获取这三种要素和技术，就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一国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取决于这三种要素以及技术进步的相对价格。因此，一国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既可能是要素积累型的（即所谓的“粗放型”的），也可能是TFP增进型的（即所谓的“集约型”的）；一国究竟应该采用要素积累型还是TFP增进型增长方式，关键看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的相对价格。

技术的本质是组合劳动、资本以及土地以进行生产的一种知识，知识本身很难进行计量，因此，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时，通常只衡量劳动、资本、土地的投入量，而把式（12.1）中，不能用这三种要素的增加来解释的产量增加的剩余量，也就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技术进步或生产率水平提高的量。

对发达国家而言，技术进步的取得只能来自自主研发，而发展中国家既可以靠自主研发，也可以靠引进技术来获得技术进步。通常，自主研发需要很高的经费投入而且风险很大，而以引进的方式来取得技术进步的成本和风险都较低。不过，引进的技术一般包含在所购买的技术设备里，在进行经济增长核算时会表现为资本的增加，而不是索洛剩余的增加，也就是不表现为生产率增进型的经济增长。相反，如果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研发的成本不被包括在经济增长核算中，所以，自主研发所获得的技术进步就会表现为经济核算中的索洛剩余，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林毅夫、任若恩，2006）。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的成本很高，因此，一般采用的是以增加要素投入或引进技术的方式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在经济增长核算中就表现为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资金和资本较为丰富，承担风险的能力较强，而且，自己不研发就不能取得技术进步，因此，通常会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所以，表现为全要素生产率增进型的增长方式的可能性更大。这种观点的一个推论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个经济在某一段时期的经济增长，那么在此时期该经济TFP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该经济期初的人均GDP之间就应该成正相关关系。这也是本章观点的一个可以应用经济计量方法予以检验的假设。因为数据的可获得性不是很好，我们在此也仅能做一个简单的检验。

表12—1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图12—1为TFP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经济期初的人均GDP之间的相关关系。期初GDP来自安格斯·麦迪森（2003），已经按购买力平价法进行了汇率调整，并以1990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调整。

表12—1 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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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初期人均GDP以按照购买力平价转换系数估计的1990年国际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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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 经济增长方式与期初人均GDP的关系

图12—1中，纵轴为TFP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横轴为相应经济的期初人均GDP.从图12—1中可以明显看出二者之间的一个正向相关关系。用表12—1中TFP的增进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对期初人均GDP回归，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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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人均GDP的系数（系数下的括号内为t值）是正的且显著大于零，因此与我们的预言是一致的。该结果表明，人均收入每增加1000美元，经济增长中TFP的贡献率平均来说就会提高大约2.5个百分点。

Young（1995）分析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所谓的“亚洲四小龙”）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经济增长的源泉，他发现这四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中TFP增长的贡献非常小，即所谓的“亚洲无奇迹”。也就是说，这四个经济体所表现出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实际上都是要素积累型的。这不难理解。这四个经济体在开始时都处于不发达阶段，靠自主研发取得技术进步的成本相对高，因此，其最优增长方式就是以增加投入和以引进技术为主的要素积累型经济增长方式。

因此，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未必就是无效率的或低效率的增长方式。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是否实现了成本最小化。如果实现了成本最小化，那么即便在增长核算中表现为要素积累型增长也是最优的，也是符合经济的长远利益的；如果没有实现成本最小化，经济增长表现出来的TFP贡献率即使很高，这种增长的可持续程度也可能很低，因此对于长期增长来说越有害。我国目前正处于发展中阶段，与“亚洲四小龙”的早期发展一样，要素成本和靠引进技术比靠自主研发取得技术进步的成本都低，因此，我国现阶段的最优增长方式也应是相对要素积累型的，而非TFP增进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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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国的情况而言，与资本和土地（自然资源）相比，我国的劳动力比较丰裕，因此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应该较低，因此，我国在实现经济增长时，应当尽可能多地使用劳动，而非资本和自然资源。因此，总体而言，我国现阶段的最优经济增长方式或目标增长方式就应该是劳动力相对密集的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

四、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的特征是什么？

到目前为止，关于我国最近几十年中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研究已经有许多。其中有许多只报告了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没有报告资本和劳动的贡献。因为本章研究的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问题，所以为了看清楚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我们只考虑那些既报告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报告资本和劳动的贡献的文献。表12—2总结了这些文献的结果。

表12—2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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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载《管理世界》，2007（11）。

表12—2表明，TFP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所研究期间从来没有高过28%，而资本的贡献率基本上大于50%。Gapinski（2001）估计出的劳动贡献率大于资本贡献率，对这一结果我们表示怀疑。因为Chow and Lin（2002）根据1978—1998年的数据估计的资本贡献率为66.34%，而1971—1978年我国正处于完全的计划经济状态，当时我国采用的是赶超战略，资本对该期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高于1978—1998年的情形；即使1971—1978年这8年间劳动贡献率大于资本贡献率，要大到把1978—1998年这20年的情形给逆转过来，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怀疑Gapinski（2001）用的数据可能不准确。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我国近二十多年来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资本的增长推动的，其次是TFP的增长，劳动的贡献最小。

在上述文献中，都没有谈到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经济学中，土地还包括能源、水、原材料、矿产等等。本章不打算估计土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里，我们根据我国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消耗来就土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一个定性的判断。首先看能源消耗。表12—3为我国与其他国家单位GDP能耗的国际比较。

表12—3 我国与其他国家单位GDP能耗的国际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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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GDP数值基于1995年美元不变价。

资料来源：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世界经济年鉴2004/2005》，2005.1。其中，GDP数值来源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04》，能源消费来源于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June 20,2005；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从表12—3可以看出，我国生产过程中的能耗是非常惊人的。我国单位GDP的能耗是日本的10倍，德国的7倍，甚至比印度还高出31%~45%。

我国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量也极其巨大。2004年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国家发改委主要负责人指出：“虽然去年（2003）我国取得了9.1%的高增长速度，但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中国的GDP占世界4%，却消耗了相当于全球总产量30%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其中石油为7.4%，原煤为31%，钢材为27%，氧化铝为25%，水泥为40%，带来煤、电、油、运的全面紧张和资源约束的加剧。”（张书芬，2006）

表12—4给出了2003年我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每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资源量。从表12—4中可以看到，中国对石油、水资源、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资源的消耗居于世界前列，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且还远大于世界平均水平。生产一万美元的GDP，中国需消耗的石油、水资源、钢材和水泥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1倍、4倍、6.8倍和11.6倍。

表12—4 万美元GDP所消耗资源的国际比较（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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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na表示无法获得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6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综上所述，我国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增长方式呈现出如下特点：（1）以要素投入为主，即要素积累型增长；（2）要素投入又以资本和土地的投入为主。而如上所述，我国资源禀赋的结构决定了我国较合适的经济增长方式为以劳动投入为主的要素积累型增长。因此，我国目前的增长方式与我国资源禀赋的结构不相吻合。

五、我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

我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是由我国的要素价格体系和技术进步的成本决定的。首先，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以自主研发来取得技术进步成本非常高，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必然呈现为要素积累型的。其次，如前所述，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实现的，而企业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即要素价格体系下做出生产决策的。而我国目前的要素价格体系恰恰就导致了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那么，我国最近几十年来要素价格体系的特征是什么？

首先，我国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的价格偏低。长期以来，我国的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仍然没有市场化，这种价格不能反映我国自然资源的稀缺性。

其次，我们考虑资本的使用成本。资本的使用成本又分为两个部分，一为资本的购买价格，一为资本投入使用后的运行成本。

我国资本品的购买价格偏低，主要原因在于我国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资本品是用自然资源生产出来的。任何一种资本品的生产都要用到各种原材料如钢铁、有色金属、橡胶、能源等等。因此，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必然会导致资本品的生产成本偏低。而在其他因素给定的情况下，生产成本就决定了资本品的购买价格。因此，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就会导致资本品的购买价格偏低。

我国资本品的运行成本也偏低。按照标准的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公式，资本品的运行成本包括三个方面：利息、折旧和资本品价格的变动，而利息是其中最关键的部分。我国最近几十年来采用的一直是低利率政策。作为一个资本稀缺的国家，我国的名义利率甚至低于美国。以再贴现率为例。再贴现是金融机构从中央银行获取资金的主要渠道之一。目前，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基准利率，中国人民银行的再贴现率为3.24%（中国人民银行，2006）；而美国目前的再贴现率为6.5%（Federal Reserve,2006），远远高于我国的再贴现率。目前（2007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金融机构一年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为6.57%，这一利率只跟美国目前的再贴现率基本持平。

然而，决定要素投入组合因而经济增长方式的是要素的相对价格，而不是绝对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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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的企业制度下，在信贷市场上存在着典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企业不在乎利率的高低，贷款时可能就没想还。而目前的银行制度却同时使得银行没有谨慎贷款的激励。银行可能明知道贷款会成为烂账，也没有积极性拒绝发放贷款。因此，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可能更低，甚至可能为负。我们知道，“负盈不负亏”曾经是我国企业的通病，不仅国有企业如此，有些非国有企业也是如此。我国以前针对某些企业实行过的“债转股”实际上就是对这种情况的一种反应，而这种反应方式恰恰加强了企业赖账的动机，加重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使得企业对要素相对价格的预期向着多采用资本的方向转变。

与劳动相比，资本品的使用成本实际上还有一种，那就是能源的消耗。在生产过程中劳动一般不需要消耗能源，而资本品却需要能源来驱动。也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能源与资本是互补品。因此，能源价格的变动会对资本品的需求产生影响。能源价格越低，对资本品的需求就越高，因而经济增长中资本的贡献就越大。

因此，在增长核算中，我国之所以会表现出以资本和自然资源为主的要素积累型增长方式，主要原因是：（1）靠自主研发获取技术进步的成本太大；（2）利息率和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3）信贷市场上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的成本太大，所以增长方式必然表现为要素积累型的，这一点没有问题；以资本和自然资源为主则是由于利率和自然资源的价格偏低以及信贷市场上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这才是我国经济的问题所在。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机制如下。第一，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的成本太大，所以企业宁愿选择以引进技术和要素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第二，自然资源和能源的价格偏低导致资本品的购买价格和现有资本品的运行成本偏低，因而刺激了对新资本品的需求。第三，我国长期实行低利率政策，而目前的企业制度导致企业实际支付的利率更低，使得企业对新资本品的需求进一步增加。第四，对新资本品需求的增加导致了生产这些新资本品的过程中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需求。第五，由于在生产过程中能源是资本的互补品，多年累积起来的巨大的资本存量的使用必然导致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巨大需求。于是，就形成了以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大量投入为特征的增长方式。

六、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在弄清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形成机制后，如何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就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了。

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首先要认清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什么。在我国，人们谈起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时，目标增长方式是TFP增进型的（即所谓“集约型”的），也就是以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为主的经济增长方式。这种观点实际上没有顾及以自主研发取得技术进步的昂贵成本和我国要素禀赋的结构。我国向TFP增进型增长方式转换的方针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这20多年来，我国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然而，政府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在短期内改变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这一事实，都无法在短期内改变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因此，经过20多年的努力，我国实际表现出来的增长方式还没有被转换过来，这绝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充分说明我们选定的目标增长方式不完全适合我国的国情。只要我国处于发展中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就会更倾向于引进技术和增加投入而表现为相对的要素积累型。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较为可行而有效率的做法是把增长方式从资本密集和自然资源密集的增长方式向以劳动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转换。

其次是给企业提供一个合适的宏观经济环境，即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所谓“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指的是能够正确反映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的要素价格体系。如果要素价格体系不能正确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即使企业实现了最优化，整个经济也还没有实现最优化。整个经济的成本最小化只有当要素价格体系能够正确反映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时才能够实现。这就要求我国加快市场化改革，使原材料价格、能源价格以及利率的决定都实现市场化，使其反映相应要素的稀缺性。在我国目前利率不能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可以通过提高原材料价格和能源价格以及征收资源、能源使用税来提高资本的使用成本，从而实现向最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最后，在要素价格体系合理的情况下，要使企业实际支付的要素价格尽量接近这一要素价格体系。这就是说，要消除或至少尽量减弱信用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1）建立企业行为的长效机制，使得企业在借款时不仅考虑短期利益，还要考虑长期利益。具体措施有两个：一是加快企业改革，消除企业的短期行为；二是建立健全企业和个人信用制度，使企业的短期行为具有长期效应。（2）加快银行改革，使银行在放款时切实考虑贷款质量，在放款后对企业进行切实的监督，并努力回收贷款。（3）加大执法力度。在企业赖账的情况下，由法律手段确保合同的执行，从而消除对合理的要素价格体系的偏离。

总之，一个经济的增长方式是由其要素价格体系决定的。技术作为一种组合各种投入要素以进行生产的知识，其获得也是有成本的，而且，自主研发的技术进步的成本通常是非常高的。因此，一个经济到底是要靠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进步也应该决定于其成本的高低，而不应该一味地为了在经济增长核算中表现为“集约型”的增长方式而过度强调以自主研发的方式来取得技术进步。就我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而言，劳动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所在，但是要素价格的扭曲却使得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成为资本和自然资源密集型增长。这种增长方式既降低了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减少了我国劳动就业的机会，使得大量农村劳动力无法进入附加价值较高的制造业部门，造成城乡差距的扩大和收入分配的不平均，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关键有两个，一是避免片面强调TFP增进型即“集约型”的增长方式，一是消除要素价格体系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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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发表于《管理世界》，2007（11），与林毅夫合写；在此对朱至瑜、李燕飞和刘斌的研究支持表示感谢。


[2]
 限于篇幅和笔者的精力，此处就不一一列举，只考虑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3]
 例如，根据哈佛大学教授伯金斯（Perkins,1969)的研究，中国的粮食产量在1368—1968年之间增加了10倍，但是耕地面积只增加了5倍，也就是单位面积的产量增加了一倍，这种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固然一部分来自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但同时也来自品种的改良和耕作技术的提高等内涵增长的因素。


[4]
 [image: 10-1]



[5]
 实际上，对于转轨国家而言，制度变迁也是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但由于我国学术界在讨论经济增长方式时主要关注技术进步，而且在本章下文考虑的其他国家中制度变迁并不重要，所以本章只考虑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6]
 我国虽然应该多利用引进技术来取得技术创新，但是，并不是就不用进行自主研发。除了有些技术涉及国防安全，不可能从国外引进外，还有两种情况需要自主研发：首先，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发达国家的技术通常尽量自动化以减少劳动力的使用。我国劳动力相对便宜，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时，通常需要进行一些流程的研发创新，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应该尽量以劳动力来替代昂贵的自动化设备，这样可以降低成本，增加效益。其次，有些产业我国有比较优势，但是当没有比我国更发达的国家还留在这个产业里，因而也无法从其他国家引进时，或者，在这个产业里我国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只是最后一两个关键的技术而难以从发达国家引进时，我国就需要在这样的产业自己进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秉持这些原则，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水平的提高，需要自主研发的领域将会越来越多，全要素生产率的水平也就会越来越高（林毅夫、任若恩，2006）。


[7]
 这一点是匿名审稿人指出的，笔者在此深表谢意。


第四篇 中国的人口、就业形势与供给侧危机

导读：人口和劳动力形势的变化意味着中国经济的供给侧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也是中国经济“新常态”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本篇的五篇文章讨论了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形势。


第十三章 论我国人口政策的走向
[1]



导读：本章发表于2010年，讨论中国的人口形势和人口政策。笔者指出，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已经执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结果是，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许多人口学家认为，中国面临低生育率陷阱，学界呼吁调整人口政策。笔者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前提假设已经不再成立，我国应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大幅度放松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放松人口政策既有助于应对目前的经济危机，也有助于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局面。

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已经执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的结果是，我国的人口增长率大幅度下降。1992年，我国的生育率就已经低于实现人类世代交替所需的更替水平，即平均每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而按照人口学家的估计，我国目前的整体生育率在1.3~1.8之间，显著低于更替水平（邓瑾，2008）。从1992年到现在，18年过去了，几乎是一代人的时间。这么长时间的低生育率，给我国各个方面都带来了严重的问题。最近，据《南方周末》报道，许多人口学家认为，中国面临低生育率陷阱，学界呼吁调整人口政策（邓瑾，2008）。本章主要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说明低生育率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严重不利影响，并呼吁我国应立即调整人口政策，大幅度放松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笔者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前提假设已经不再成立；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将加快，今后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我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过剩将逐步让位于劳动力短缺从而成为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放松人口政策符合我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既有利于解决未来劳动力极度短缺的问题，也有助于解决目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

一、《人口论》的前提假设已经不再成立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有两个前提假设，即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实际上，这两个假设在现代社会已经都不成立。人口不再按几何级数增加，而食物也不是按算术级数增加。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也注意到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提假设不成立的情况。他指出：“当时法国拿破仑在欧洲挑起了大战，人民死得很多，粮食不足的情况好转了一些，因而大家认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很正确。但是拿破仑战争以后，他的学说应用到德国的情况上，就不符合实际了。由于当时德国科学研究的发展，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比人口增长的速度还要快，他的食物按算术级数增加的理论基础就此破产。马尔萨斯没有想到以后的科学研究能够飞跃地发展，使得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并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应该了解，土地和劳动力这些自然条件，虽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条件，但它们在发展生产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而科学的发展则是无止境的。科学愈发达，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识增加，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降低，例如社会上层分子和脑力劳动者，娱乐的方式较多，如打球、划船、骑马、打猎等多方面的活动，降低了他们的性欲。在法国上层分子的生殖率停滞不变，他们把生儿育女看做包袱。又如约翰雷指出，夏威夷群岛的土地非常肥沃，食品有大量的增加，但人口并不跟着增加，主要是因为该处的居民并不喜欢多子多孙，这又有力地反驳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因此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理论也就此破了产。”
[2]



1.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吗？

许多因素都在自发地抑制着人口的增长。这类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经济因素、科技因素和生育控制技术。

经济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它决定了人口的增殖条件和生存条件，通过改变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来影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减少了人们对“养儿防老”的需要，妇女教育程度的提高导致了生养孩子的机会成本的提高，城镇化引起的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家庭规模的缩小，这些都使得人口增长率下降。

科技因素对人口的自然增长也有着明显的抑制作用。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口自然增长率趋于下降，这一趋势在现代社会尤为明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随着人们接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平均婚龄也会相应推延；二是人们的科学文化水平越高，就越加注意自身及其后代各项素质的提高，少生优育；三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对劳动力需求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生育控制技术的进步和成熟又使得人工控制生育率成为可能。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关机构调查发现，与1990年相比，北京35岁以下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已明显降低，1990年一半的育龄女性在25岁时就有孩子了，目前这一年龄已提高到28岁；而在35岁以上育龄妇女中，未生育的比例越来越高，其中35岁仍未生育的比例，已由1990年时的4.08%上升到今天的11.79%；另外，在允许生二胎的独生子女家庭中，有六成以上打算只要一胎或者不生育（程亚文，2007）。这些数据无疑表明北京市居民的生育文化，在最近十余年间又向不愿生育的方向推进了一大步。北京的情况又是整个中国特别是中国那些大城市的一个先兆。

近年来，在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经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的情况。总体来看，我国的人口出生率呈逐渐下降趋势，而且这一趋势在一定时段内仍将延续。一旦经济发展水平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人口将很可能不再按几何级数增长，而是按几何级数下降。

2.食物按算术级数增长吗？

食物按算术级数增长的理论背景是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然而，土地的边际报酬决定于许多因素，包括劳动力投入、农业技术水平、资本投入、化肥、管理水平和制度安排等等。而这些因素任意一个的变化都有可能提高土地的边际报酬。其中农业技术水平的影响尤为巨大。我国最近几十年的农业史表明，新品种的开发、化肥的使用、耕作技术的提高等等都有助于提高粮食单产。最近几十年我国和世界农业的发展表明，土地的单产是逐步上升的，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受到了其他因素的变化尤其是技术进步的强有力的抑制。

蔡承智等（2007）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基于中国1961年以来的统计资料计算了中国41个地区6大主要作物（水稻、小麦、玉米、马铃薯、油菜、大豆）的单产潜力。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以上主要作物的最高单产潜力是目前全国平均单产的1.2～2.9倍。如果再考虑到我国农业生产技术上仍然存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我国未来粮食增产方面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足以保证未来人口的粮食需求。

3.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前提假设也已不再成立

在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中，马寅初先生认为我国应该控制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消费太高，积累太少，影响经济发展。而现在，困扰我们的问题不是消费太高，积累太少，而是恰恰相反，消费太低，积累太高。目前，在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私人消费仅占不到50%，而投资却占了40%左右。消费不足直接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间接导致了出口过大和投资过大。

二、我国的老龄化进程将加快，今后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

据原国家统计局局长、国务院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朱之鑫介绍，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巨大改善，特别是人口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他指出，这次人口普查反映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从1990年到2000年发生了较大变化：2000年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2.89%，比1990年人口普查下降了4.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96%，比1990年人口普查上升了1.39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国今后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
[3]



根据张车伟和吴要武（2005）对于我国人口的预测，我国的工作年龄人口会在2015年前后停止增长，此后将面临工作年龄人口的净减少。由于城镇化的影响，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不同于全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变动趋势，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增加趋势依赖于城镇化的进程。只要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不结束，城镇工作年龄人口增加的趋势就不会停止。可以预见的是，随着农村人口总量的逐步减少，城镇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减缓。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得以在比多数发达国家短得多的时间内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中国人口转变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向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这一转变是在20世纪50年代完成的。第二个阶段是从低死亡率、高出生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这一转变在1980—2000年短短20年中就完成了。中国的人口结构也相应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形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形。据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更趋向于老年人口多于青年人口的倒金字塔形。这将使得独生子女一代的养老负担太重（李雨民，2006）。长期研究中国养老金体系的美国詹姆斯·多恩就认为，中国养老金匮乏的问题会一直持续到2050年以后。他在一篇论文中说：“中国现行的养老金制度如果不改革，估计到2005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会增加到总人口的11%，到2030年65岁的人口会增加到总人口的25%，2050年为29%。2005年，中国养老金赤字会有500亿元人民币，2030年可能达到6300亿元。”（转引自李雨民，2006）

此外，由于人口老龄化问题和劳动力濒临短缺，我国的退休政策也面临着调整的压力。在2008年的中国劳动论坛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何平透露：“相关部门正在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女职工从2010年开始，男职工从2015年开始，采取‘小步渐进’的方式，每3年延迟1岁，逐步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
[4]

 其实推迟退休年龄只是解决人口危机的被动方法，停止计划生育并鼓励生育才是主动方法。如果人口政策不调整，生育率不能有效提升，那么退休年龄就不得不一再推迟，而这一点显然不是长久之计。因此，与其推迟退休年龄，不如停止计划生育政策。

三、放松人口政策符合我国目前和未来的经济形势

1.放松人口政策有助于扩大内需

如果现在立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目前的消费会起到有效的拉动作用。孩子出生后，就得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有玩具玩，在中国“望子成龙”的思想支配下，可能孩子还没出生就要为其提供好的教育条件。这样就会拉动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而且，由于一个孩子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需要20年时间，因此一个孩子的出生可以拉动20年的消费而不对劳动力市场构成压力。在目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效果都不佳的情况下，人口政策可能是最佳选择。

2.放松人口政策有助于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一个人从出生到成为劳动力需要20年时间，也就是说，现在放松人口政策影响的是现在的消费和20年后的劳动力市场。那么，20年后，我国的就业形势如何？这首先取决于对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的判断。

在判断中国目前的就业形势时，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对此，目前有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一方面，蔡昉（2007）指出，有许多人认为我国目前还有1.5亿～2亿的富余劳动力；另一方面，蔡昉自己通过抽样调查发现，我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在2006年已经只有5000万多一点（蔡昉，2007），苏剑（2009）干脆认为我国农村目前已经没有了富余劳动力，我国各级政府的农业和农村主管部门也在惊呼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从事农业生产的是“386199（即妇女、小孩、老人）”部队（徐州市农业资源开发局，2006；张学俭，2005）。

笔者认为，我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完毕。“民工荒”、近年来农民工真实工资水平的快速上涨、农业劳动力的匮乏都说明了这个问题。

如果我国农村已经没有了富余劳动力，那么就意味着我国的劳动力供求在总量上已经基本平衡，但在结构上可能还不平衡。如果中国经济再高速增长20年，那么劳动力需求也将大幅度增长。按照苏剑（2009）的估计，如果劳动力需求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那么大约18年时间我国的劳动力需求就会翻一番；这么大的劳动力需求将远远大于按照目前的人口基数和人口增长率能够形成的所有劳动力，因此，到2025年我国的劳动力需求缺口将非常巨大。如果这个判断是对的，那么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即将到来。现在放松人口政策有助于应对未来劳动力短缺的局面。

四、总结

在宏观调控过程中，我们应该尽量做到预防为主。宏观调控当局不能做“消防队”，等火灾发生了再去灭火，而是要尽量防患于未然。这就要求对经济有一定的预见性。对于经济的未来走向，往往有诸多意外因素会影响我们的判断，但就长期来看，可以肯定的是，我国经济将会出现如下几个不可避免的趋势。

首先，20年后我国必将出现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只要我国经济在增长，这个趋势就不可避免。其次，即使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我国的人口出生率也将逐步下降。随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人们收入的提高、城镇化、妇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节育技术的进步，人口出生率下降的趋势不可避免，这已为发达国家的人口历史证实，同时这一趋势在我国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也已显现。最后，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人类的消费项目和消费空间也将逐步扩大，新的产业将会出现，劳动力需求将越来越大。比如太空旅行，一旦技术进步导致这种消费项目平民化，这就不仅刺激了旅游业，同时还需要一个强大的航天工业来支撑。

最近30年，我国的经济形势变化非常快，在人口政策领域，许多人的观念还停留在30年前。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能依据30年前的经济形势或30年前的经济理论来指导现在的经济政策，而应立即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否则将会使我国未来的宏观经济政策陷于被动。

综上所述，劳动力短缺将是我国经济未来的主要特征，因此，放松人口政策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目前的当务之急。现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既有助于解决未来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也有助于应对目前内需不足的严峻局面。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很低，这使得传统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受到严重抑制。因此，我们应积极寻找各种非传统的政策措施，而放松人口政策就是最简单、最有效、跟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失业结构吻合也最好的政策措施。因此，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说，我国都应该尽快放弃计划生育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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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人保部：男女退休年龄或推至65岁》，载《新京报》，2008-11-06，http://news.sina.com.cn/c/2008-11-06/032716596805.shtml.


第十四章 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研究
[1]



导读：近年来，中国劳动力供给侧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同时存在。本章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分析了产业结构和其他一些因素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的影响，并指出了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是我国产业结构特征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反映，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是产业结构调整。

纵观我国近年来的就业形势，我们会发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

力开始出现短缺，而以大学毕业生为代表的中端劳动力却存在严重过剩。一方面，自2003年以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开始发生根本转变，原来被认为是“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其就业形势开始变得日趋紧张。据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532万人，当年全国平均大学生就业率仍有70%。到2009年，全国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610万人，加上还有100多万历年没有就业的大学生，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应届大学生就业面临最为严峻的考验。另一方面，从2004年年末以来，“民工荒”现象陆续出现在广东、福建、浙江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出口企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工荒”现象有扩大到全国其他地区和其他行业的迹象，我国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农民工的短缺已经成为一种不争的事实。

国内学者对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这两个问题有过许多研究。（1）对于大学生就业难方面，丁元竹（2003）认为，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矛盾、择业方式与现行用人制度不完善，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王远博（2005）认为，教育结构与产业结构矛盾、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余桔云（2006）则结合了上述两者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的区域性造成大学生配置的扭曲、相关人事制度阻碍大学生的流动、教育改革跟不上市场化就业需求，是造成我国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源；吴克明、孙百才（2005）认为大学生就业期望偏高也是一个原因，并指出大学生就业期望高，是在未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学费大幅度上升条件下的理性选择。（2）对于“民工荒”方面，李月（2007）认为，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性因素和企业的低工资，使得农民工供给减少，从而出现了“民工荒”；胡伟清、张宗益（2007）认为，收入增长缓慢、城市生活成本上升、预期较高，直接或间接地减少了农民工的供给，造成了“民工荒”；曾湘泉、刘彩凤（2006）认为，工资增长缓慢和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是造成城市出现农民工短缺的主要原因。

然而，以上研究都只是针对单个劳动力市场，很少有人注意到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下面的分析中，笔者将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分析这个阶段劳动力市场的特征及其原因，从而对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现象做出统一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本章的主要结论是：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其实是同一个原因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上的反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而这个同一的原因就是产业结构。因此，要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其根本出路在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一、经济发展与“刘易斯拐点”

城乡二元结构是我国多年来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当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农村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些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存在，一方面为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充足而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也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就业压力。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不断推进，我国城市部门不断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使得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正在逐步减弱。那么，当前我国二元经济发展到底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呢？

我们可以用图14—1来说明这一问题。图14—1中，横轴是农民工数量，纵轴是农民工的真实工资，L5
 表示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开始时，经济处于贫穷的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农村有大量的劳动力。此时，在真实工资水平（W/P）R
 下，农民工的供给很大，但由于经济的总规模有限，对劳动力的需求为L
D

 
1
 。很显然，这样的劳动力需求吸收不了全部农村劳动力，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这就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由来。假定在此工资水平下愿意工作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为L3
 ，那就意味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为L3
 -L1
 。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也逐步增加，农村富余劳动力就越来越少。一旦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使得劳动力需求达到LD
 3
 ，农民工就业量（这里说的农民工就业量指的是在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民工的数量，也就是已经转移出去的农民工的数量）就达到L3
 ，在此工资水平下愿意工作的农民工全部找到工作，此时农村富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这是农民工市场的第一个转折点，又被称作“刘易斯拐点”。过了这一点之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劳动力需求继续增加，但在原先的工资水平下已经没有人愿意工作了，因此要吸引到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因此，所谓“刘易斯拐点”，通俗来说就是农村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在“刘易斯拐点”之前，农村劳动力是过剩的，工资的略微上涨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无限增加，因此劳动力供给曲线是水平的；而在“刘易斯拐点”之后，工资的上升只会带来劳动力供给的有限增加，因此劳动力供给曲线是向上倾斜的。在“刘易斯拐点”以后，随着劳动力需求的进一步上升，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便会不断上升，并最终达到城市同等资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W/P）U
 ，二元经济消失并成为一元经济，这被称为第二个“刘易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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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1 经济发展与“刘易斯拐点”

判断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达到或超过“刘易斯拐点”，主要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完毕；另一个是农村劳动力工资是否大幅度上升。由于我国在就业统计尤其是农村劳动力就业方面统计的局限性，人们通常认为第二种方法更加可靠。许多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达到或超过“刘易斯拐点”。蔡昉（2007）分析了农村劳动力的工资增长情况，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在1997—2005年期间，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增长161.7%，而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五个大城市的调查，2001—2005年期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劳动者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高64%。这表明，我国经济或许已经超过了“刘易斯拐点”。张晓波、杨进、王生林（2009）基于对甘肃省农忙和农闲时期工资的发展演化模式的长期调查发现，无论其他因素是否被控制，实际工资水平都是在不断向上攀升的。贫困地区实际工资在加速上涨，甚至农闲时期也是如此，表明剩余劳动力的时代已经结束。苏剑（2009）运用工资法、增长法两种间接的方法，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形进行了大致的分析。结果同样表明，农村富余劳动力很可能已经被吸收完毕。这也说明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很可能已经超过了“刘易斯拐点”。宋世方（2009）对我国农业的制度工资决定和变动方式进行了探讨，并对拐点进行了检验。以上研究均表明，我国已经超过了刘易斯的第一个拐点，但还没有充分的理由表明我国已经超过第二个拐点。

总结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由于近年来“民工荒”在我国大面积出现以及农民工真实工资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很可能已经超过了“刘易斯拐点”，即使还没有超过，至少已经处在“刘易斯拐点”附近。

二、我国为什么会出现“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并存的局面？

从1978年到2008年，我国GDP年均增速接近10%，远远高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如此高的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会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度增长。而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通常被认为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本。因此，我国经济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应该至少不会比其他国家低很多。所以，总的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目前的需求应该是比较旺盛的。事实上，我国部分劳动力市场需求确实比较旺盛，即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2]

 然而，我们又确实看到了大学毕业生就业一年比一年难。这表明，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劳动力市场存在着非常大的结构性矛盾。那么，这种结构性矛盾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这还得从我国二元经济的发展说起。我国二元经济趋向“刘易斯拐点”的过程，也正是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由于开始时劳动力供给过剩，农村劳动力工资相对较低，我国（尤其是我国南方）逐步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结构。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随着我国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住房和城市基础设施的需求不断增加，基建行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对非熟练劳动力、体力劳动者有很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工业制造业的不断发展，也增加了对非熟练劳动者的需求。特别是加入WTO以后，我国以劳动力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具有非常大的竞争力，使得我国这种产业结构更加趋于稳固。可见，在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对外开放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在不断强化和巩固的。并且，这种产业结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下去，很难在短时期内通过自身的发展进行调整。

这种产业结构特征带来的主要后果就是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分化。由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需要劳动者有特别高的文化素质，基本上只需要劳动者有较好的体能，因此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相对旺盛，而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相对较低。这种产业结构长期发展的积累效应就是，农村劳动力不断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而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最终，在我国经济发展阶段达到“刘易斯拐点”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并存的现象。可见，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造成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同时存在的根本原因。换句话说，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同时存在，是有着内在紧密联系的，它们是同一个原因（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上的反映，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这种产业结构特征会使劳动力需求的分化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持续存在。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发展和巩固起来的产业结构，很难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自动调整。而且，从“刘易斯拐点”到城乡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的工资仍将低于城市劳动力，以吸收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将在较长时间内继续存在下去。因此，在一定时间内，这种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加剧农民工的短缺和大学毕业生的过剩。当然，农民工工资的上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但是这个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对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起作用，则还很难说。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情况将会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虽然不一定会加剧。

三、其他因素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影响

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是造成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现象的最根本和趋势性的因素。当然，除了这个关键的因素以外，还有一些因素在起作用。

第一，高等教育扩招。自1999年高校第一次扩招，大学生人数开始大幅度增加。1999年，全国高校扩招了48%，其中，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4万人扩大到159.7万人。2000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220.6万人，2001年为268.3万人，2002年为320.5万人。到2009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计划招生约629万人，从1999年至2009年平均增长率为14.7%。中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不断上升，至2008年秋季入学，中国普通高校的毛入学率已达23%，比1993年高出18个百分点。这样的扩招幅度实现了高等教育的“平民化”，却大幅度削减了低端劳动力（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供给，增加了中端劳动力（即大学生）的供给，从而加速了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

第二，专科教育落后。受我国传统观念以及民办“专科”和公办“本科”体制的影响，无论是企业还是学生自身，都对“专科生”有一定偏见。其结果是，专科学校也不教专业技能，而成了“专升本”的跳板。于是，企业更不愿意招聘专科生了，从而造成恶性循环，最终使整个社会“专科生”数量偏少而“本科生”数量偏多。而从劳动力需求来看，当前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除了对农民工有需求以外，还对大量拥有熟练技术的专科生有需求。如果我国劳动力市场上有大量具有专业技能的专科生，那么农民工短缺可以由专科生来填补，而大学生过剩可以由专科生来分流。也就是说，在体力劳动者农民工和纯知识型大学生之间，我们很需要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一定知识的专科生，这种多元化的人力资本结构，有利于解决当前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第三，户籍制度限制。我国的户籍制度使得劳动力在地区之间流动成本很高。一方面，农民工去城市打工，各种福利、医疗、保险都得不到保障，这无疑降低了农民工进城打工的积极性。因此，在经济发展接近“刘易斯拐点”的时候，农民工短缺问题便会由于户籍制度而变得更加突出。另一方面，大学毕业生由于户口问题，通常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各种福利、医疗、保险都跟户口有关。如果离开了大城市去小城市就业，则以后回到大城市基本不可能。这无疑加大了大学生初次就业选择的难度，出现大学生在大城市扎堆就业的现象，加剧了大学生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

四、产业结构调整是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根本

从以上两节可以看到，产业结构和其他一些因素，如高等教育扩招、户籍制度限制等，都会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产生影响。然而，需要强调的是，产业结构是造成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如果没有产业结构所起的作用，即使是高等教育扩招，也只会使劳动力市场在短期内出现大学生就业难，但不会出现大学生日趋过剩和农民工日趋短缺的现象。如果没有产业结构所起的作用，即使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也不会出现大学生日趋过剩和农民工日趋短缺的现象。相反，如果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即使高等教育没有按照现在的速度扩张，大学毕业生就业也不会很容易，农民工短缺也迟早会出现；如果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即使户籍制度是松动的，总量上的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也会最终出现。因此，产业结构是根本原因。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根本出路则在于产业结构调整。

然而，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特征，本质上是我国劳动力资源禀赋、经济发展和市场作用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国劳动力市场对大学生的需求相对较低和对农民工的需求相对较高，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而且，随着我国大学生人数的增多和农民工出现短缺，我国劳动力资源禀赋也会发生变化，产业结构到时总会自然调整。因此，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不应该对这种市场化的结果进行干预。然而，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当前我国大学生无法就业和农民工短缺，无疑是对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调整相对于资源禀赋的变化可能会比较滞后和缓慢，而且从国家赶超战略来看，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都需要政府干预。因此，以政府适度干预的方式来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能够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可见，要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问题，必须从政策上鼓励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我国的产业结构必须迅速调整，从低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调整到中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同时也摆脱中端劳动力过剩、低端劳动力短缺的局面。“民工荒”与大学生“就业难”可以说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都是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不相匹配的象征。我国现阶段产业结构亟待升级调整，应该更好地利用我国教育的成果——高文化素质的大学生劳动力，而不是仍然依靠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创造企业的利润。对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的产业现状面临着包括质量、能耗在内的许多效率方面的问题。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现象已经困扰了我国几十年，现在，我们有了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就具备了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必要条件，从而有可能摆脱资源消耗大、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低的困局。因此，部分产业应该尽快重组升级，提高效率，更好地运用人力资本的积累所带来的收益，减小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为我国的经济增长贡献新的力量。

当然，缓解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的问题，还需要有一些辅助性的措施。第一，高等教育扩招与产业结构调整协调发展。如果高等教育扩招的速度远远大于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只会导致大学生就业压力变得越来越大，而农村劳动力的供给越来越少。因此，高等教育扩招应该与产业结构协调推进。第二，促进专科教育的发展。对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通过开放教育市场，民间可以办“本科”，国家大量办“专科”，从而淡化“专科”的民办色彩，使专科教育步入正轨，吸引更多的青年学生真正通过专科教育学到相应的专业技能。第三，改革户籍制度，促进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对于大学生来说，如果户籍制度取消或者松动，他们在初次选择工作时才不会一味追求在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发展，因为他们以后回到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的难度会小很多，从而初次就业更多地会考虑农村和西部地区。这样，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大学生就业压力便会小很多。对于农民工来说，户籍制度的松动将使农民工能够更多地享有城市的各种福利、医疗、保险等保障，增加农民工到城市工作的意愿，使“民工荒”问题得到一定缓解。总的来说，户籍制度改革将有利于增强人力资源在区域间的合理配置，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率。

五、结论

本章将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问题放在我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这个大环境下来研究，指出了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对其进行了统一的解释。具体来说，本章首先从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出发，对我国产业结构特征及其形成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然后，分析了产业结构和其他一些因素对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的影响，并指出了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主要结论是：（1）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已经达到或通过了“刘易斯拐点”；（2）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3）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发生分化：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相对较低，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相对较高；（4）大学生就业难和“民工荒”是我国产业结构特征在不同劳动力市场的反映，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5）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根本出路是产业结构调整；（6）其他因素，如高等教育扩招、专科教育落后、户籍制度限制等，也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产生影响。因此，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来缓解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参考文献

［1］丁元竹，正确认识当前“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宏观经济研究，2003（3）

［2］王远博，大学生失业的经济学原因探讨，经济问题探索，2005（2）

［3］余桔云，大学生就业难的成因及对策，金融与经济，2006（4）

［4］吴克明，孙百才，大学生就业期望偏高的经济学分析，教育与经济，2005（4）

［5］李月，我国“民工荒”问题的成因及对策，经济纵横，2007（11）

［6］胡伟清，张宗益，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的理论分析——“民工荒”的微观经济视角，理论与改革，2007（4）

［7］曾湘泉，刘彩凤，我国劳动力供需形势分析及展望——对我国“民工荒”与就业难并存的思考，中国劳动，2006（1）

［8］蔡昉，中国就业增长与结构变化，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7（2）

［9］张晓波，杨进，王生林，中国经济到了刘易斯转折点了吗？——来自贫困地区的证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9）

［10］苏剑，我国农村还有多少富余劳动力？，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5）

［11］宋世方，刘易斯转折点：理论与检验，经济学家，2009（2）



注释


[1]
 发表于《广东商学院学报》，2010（3），与盛磊合写。


[2]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周期性失业，各个劳动力市场均出现了需求下降的局面。本章主要考虑比较长期的问题，因此不分析这一短期现象。而且，可以预见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一旦过去，我国立即就会重新出现“民工荒”现象。


第十五章 我国农村还有多少富余劳动力？
[1]



导读：本章发表于2009年，当时学术界许多人认为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因此对劳动力和就业形势的判断比较悲观。但当时已经连续几年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因此，就需要对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规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但当时中国的统计数据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在经济现实需要但又缺乏直接数据的情况下，笔者提出了两种间接的方法——工资法、增长法来对这一形势做出大致的判断，得出我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已基本上转移完毕这一结论。这与我国其他学者通过抽样调查做出的判断一致，也与大量旁证一致。

一、前言

我国农村目前的就业形势，现在很不明了。多年以来，我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劳动密集型国家，城乡二元结构导致我国有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这作为充分的劳动力资源储备是我们的优势，但同时也对我国构成了巨大的就业压力。至于我国到底有多少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个问题目前几乎没人说得清楚。一方面，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我国农村还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比如蔡昉（2007）指出，目前普遍的说法是农村大约有1/3的劳动力剩余，绝对数有1亿～1.5亿；而另一方面，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农村似乎又已经没有富余劳动力了。比如“民工荒”曾经在南方出现过，而且有大量的报道指出过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失、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的现象。具体的例子包括：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副司长张学俭早在2005年就指出，“在重庆重点工程调研时，我发现，即便不取消两工，在农村依然存在壮劳力流失，在地里务农的都是‘3861’部队（即妇女和儿童），甚至70多岁的老人”（张学俭，2005）；徐州市政府的官方文件也指出，“多数青壮年劳力外出务工，留村务农多为‘3861’人员”（徐州市农业资源开发局，2006）。说法差距如此之大，形成鲜明对比。

对我国目前农村就业形势的判断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实际上，面临分歧如此之大的观点，我们也必须就此做出一个正确、明晰的判断。首先，这涉及我国目前的这种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结构是否可持续的问题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的问题。我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尤其是东南沿海的产业结构）是以低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如果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完毕，那么就意味着这种产业结构已经不可持续，我国的产业结构就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而如果我国农村还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那么目前的产业结构就还可以持续，也需要再持续一段时间，直到农村富余劳动力被转移完毕为止。其次，这也涉及我国的农业生产方式的转换和农村的体制改革问题。如果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完毕，那么就意味着目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潜力已被挖掘殆尽，甚至可能已经妨碍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我国的农地制度、生产组织方式等都得做出相应调整；而如果我国农村还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那么目前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的各种制度安排就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就还可以持续下去。

那么，如何判断我国目前农村的就业形势呢？一个最直接、最准确、最权威的办法自然是国家统计部门的统计。这个工作国家统计局的确每年都在做，也的确经常发布相关数据，但有若干因素使得我们无法据此判断我国的就业形势。首先，农村到底有多少劳动力？城镇劳动者一退休，就不归入劳动力之中，因此算不算劳动力的一员比较清楚。但农民不一样，农民没有退休这一说，因此无法跟城镇劳动力一样根据年龄确定谁属于劳动力、谁不属于劳动力。实际上，农民只要还能劳动，不管年龄多大，一般都是要参加生产的。所以，农村劳动力不好界定，也就不好确定农村劳动力的总数。其次，农业本身需要多少劳动力也不好确定。所谓富余劳动力，自然是指超出农业生产需要的农村劳动力。我国的农业生产本身需要多少劳动力？这个问题取决于农业科技水平、农业机械化水平、自然条件等许多因素，而且是经常改变的，因此也不好确定。劳动力的流动使得统计误差较大，尤其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的数量很难统计。最后，在超出农业生产需求的劳动力中，有多少已经转移出去了？这个问题也很难弄清楚。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等于农村劳动力总数减去农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再减去已经转移出去的劳动力数量，而这三项没有一项容易统计清楚。反映在统计数据上，自然误差就比较大。因此，用这一办法很难对我国的就业形势做出直接、准确的判断。

直接的办法不行，可以考虑间接的办法。本章采取的间接办法有两种：一种是依据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并根据劳动力市场上供求数量以外的指标来判断；一种是根据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来大致做一估计。第一种方法主要考虑农民工真实工资水平的变动，因此我们称之为“工资法”；第二种方法的主要依据是经济增长的影响，因此我们称之为“增长法”。这两种方法都是基于一定的经济学原理，而且得出了一致的结论，那就是，我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

当然，间接的办法无法对劳动力过剩或短缺的程度做出定量判断，只能做出定性的判断。实际上，对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只要能够做到定性的判断，就已经很不容易了。至少可以对我国就业政策和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给予一定的指导。

二、工资法

根据一般的经济学原理可知，一种商品的供给、需求的任何变化最终都会反映到价格上，因此，价格是反映供求态势的良好指标。虽然价格变化不会告诉我们需求或供给变化的具体数量，但却会给我们一个关于供求变化的定性判断。我们现在需要的恰恰是关于我国农民工市场供求态势的定性判断，因此，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化能够反映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多少。如果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那么农民工之间的竞争就会使工资维持在一定水平上，因而工资不会有大的变化，或者工资上涨率很低，最多维持在与物价相当的水平上；而如果富余劳动力较少或者没有，那么随着经济的增长，农民工的工资就会上涨。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经济中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时随着经济的增长，劳动力需求越来越多，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少，但工资水平不上涨。在第二个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已被吸收得差不多了，此时农民工已经不再是无限供给，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就上涨。这个时候，可以说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吸收完毕，因为在现有的工资水平下所有想工作的农村富余劳动力都可以找到工作，如果他没有工作，那就是因为他嫌现有工资水平太低，否则的话，只要他稍微降低一点工资要求（注意，这与第一个阶段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时的工资相比已经上涨了），就可以找到工作。但在这一阶段，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还低于同等资质的城镇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因此，随着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上涨，还会有农村劳动力愿意转移，但这些劳动力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富余劳动力。在第三个阶段，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达到同等资质的城镇劳动力的工资水平，此时城乡差别完全消除，富余劳动力被彻底消化完毕。

图15—1是对上述分析的图形说明。图中，LD
 和LS
 分别表示劳动力需求和劳动力供给。该图反映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几十年的演变过程。我们假定在这几十年中该国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不变。这个假定显然比较武断，实际上，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供给，比如说人口的更替和增长、全球化导致的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参与率的变换等等。本章忽略这些因素的影响，仅仅是为了简化问题，但笔者认为这种忽略不影响本章的基本结论。在图15—1中，开始时的劳动力需求曲线为LD
 1
 ，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劳动力需求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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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市场的演进

图15—1中描述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有如下特点：在开始时，农村富余劳动力很多，此时在富余劳动力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工资的稍微变化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数量的无穷大增加，因此，此时劳动力供给弹性是无穷大的，反映在图形上，即为水平的劳动力供给曲线。此时，就业量完全由劳动力需求决定，因此，随着经济的增长，就业量也会增加。当劳动力需求达到LD
 3
 时，就业量达到L3
 。此时，在原有的工资水平W/P下想要就业的农村劳动力都已经找到工作，如果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加，企业就得提高工资才能把农民从农业中吸引过来，因此农民工的真实工资就会上涨。劳动力市场就达到了上述分析中所说的第二个阶段。此时，可以说已经不存在富余劳动力了，因为劳动力需求曲线已与劳动力供给曲线相交，在二者共同决定的工资水平下，已经不存在想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富余劳动力了。但此时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依然显著低于同等素质的城镇劳动力的工资水平。随着工资水平的提高，将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愿意转移出来，直到两类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完全相同，此时的就业量为L5
 。因此，我们可以把农村富余劳动力分为两类。第一类富余劳动力是就业量小于L3
 时的富余劳动力，指的是真实工资不变情况下的富余劳动力。此时农村劳动力市场处于非出清状态，具体表现为随着经济增长，就业增加，但工资不变。第二类是就业量介于L3
 和L5
 之间时实际就业量与L5
 之间的差额，指的是达到城镇同等就业人员工资时的劳动力供给量与实际供给量之差。此时农村劳动力市场处于出清状态，理论上说已无富余劳动力，具体表现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就业增加，工资上升。显然，严格地说，第二类富余劳动力已经不是“富余”劳动力。


这种根据工资变化判断劳动力转移情况的方法是有其坚实的经济学基础的。首先，根据一般经济学原理，一种商品的价格及其走势决定于也反映了这种商品的供求态势。一种无限供给的商品不管多么重要，都不会有市场价值，比如空气，世间万物离了空气都无法存在，但没有谁会为使用空气付出成本，因为供给无限，当然也不会支付越来越高的价格。农民工市场也一样。当富余劳动力很多的时候，企业不必付出高工资就可以雇到足够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工资当然就不会涨。如果农民工的真实工资持续上涨，而且涨幅大大高于城镇工人的工资，我们就可以确认，农村已经没有富余劳动力了。

其次，发展经济学也告诉我们，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其突出特征是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为工业化提供充足但廉价的劳动力供给，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工资增长较慢，雇佣关系不利于劳动者，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得以保持。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为有限供给，最后富余劳动力被完全消化，经济进入现代增长阶段。由于二元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是由经济学家刘易斯（Lewis,1954）提出的，因此，这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转变，也被称为“刘易斯拐点”。

根据我国目前出现的情况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蔡昉（2007）指出：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一个必然后果，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见表15—1）。作为相对滞后的反应，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也相应提高。例如，在1997—2005年期间，城镇职工实际工资增长了161.7%，而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五个大城市的调查，2001—2005年期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劳动者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高64%（蔡昉，2007）。

表15—1 若干行业平均工资的年实际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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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根据表15—1中的数据进行计算，采掘业、制造业、建筑业以及交储邮业2005年的平均工资分别是1999年平均工资的2.34、1.71、1.56和1.62倍，可以说增长速度十分迅猛，而这一时间段内我国的通货膨胀率并不高，因此农民工真实工资也有大幅度的提高。根据工资上涨情况，我们可以认为，农民工市场已经处于第二个阶段，农村富余劳动力已基本转移完毕。

三、增长法

第二个间接的办法就是根据我国经济增长的状况对目前的总体就业形势做一大致判断。我们知道，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劳动力需求也会上升。因此，只要能估计出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就可以估计出我国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情况，再根据对某一年份劳动力需求的估计，就可以算出所有年份的劳动力需求了。这种方法的经济学依据是经济增长核算方法。按照这种方法，一个经济的增长是由技术进步、资本增长、劳动力增长以及其他要素的增长实现的，每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取决于产出对该要素的弹性，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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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个数据不好得到。Chow and Lin（2002）、王小鲁（2000）、Wang and Yao（2003）、Gapinski（2001）估计了劳动力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如表15—2所示。但他们的估计结果不好用。首先，他们估计的结果相差甚远，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低为5.7%，最高为44.05%，因此难以取舍。其次，即使这些数据是准确的，也不能用。原因是，这些结果就是他们根据经济增长核算方法估计出来的，如果用这些数据采取同样的方法反过来再估算劳动力投入的增长率，就是同义反复。那么，既然这几篇文章用到了经济增长核算方法，那么就一定有劳动力增长的数据，为什么不直接用他们的数据呢？原因是笔者认为他们的劳动力数据误差可能比较大，因为笔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好的关于劳动力投入量的数据。

表15—2 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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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林毅夫、苏剑：《论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载《管理世界》，2007（11）。

由于没有关于我国劳动力投入量增长的可靠数据，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些变通办法。在这里，我们简单地假定中国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其余80%由技术进步、体制创新、资本积累等因素实现。显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劳动力密集型国家来说，这一假定很保守，在我国的经济增长中劳动力的贡献很可能要大得多。
[2]

 下面，我们就根据这一假定推算一下中国劳动力需求的变动情况。

最近30年来，我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假定中国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0%，那就意味着其中2个百分点是由劳动力使用量的增长实现的。再假定产出的劳动力弹性是0.5
[3]

 ，意思是说，劳动力使用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以使GDP增长0.5个百分点。那么，反过来说，要想通过劳动力使用量的增加实现2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劳动力使用量就得增长4个百分点。而如果劳动力使用量每年增长4%，意味着17.5年就业量就会翻一番，30年增长率就是224%，就是说，30年后，劳动力使用量就是30年前的3.24倍。1978年我国人口总数是9.6亿，经济活动人口为4.07亿，总就业量为4.02亿。如果这个就业量中没有富余劳动力，那么现在我国的劳动力需求就应该是13亿，跟我国目前的人口总数差不多。当然，1978年不管是农业还是工商业企业以及政府部门都有大量的富余人员。假定1978年40%的劳动力是富余人员，60%是生产需要的（这个比例是猜测的），也就是说，假定1978年我国经济的自然劳动力需求量是2.4亿（对于一个要养活9.6亿人口的经济而言，这么多就业大概离最低要求不会太远），那么如果劳动力需求量每年增长4%，到2007年我国的劳动力需求量就应该是7.8亿，接近我国2007年的经济活动人口，因而农村富余劳动力很可能已经被吸收完毕。当然，这些都是假想的，实际情况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不管怎样，在最近30年中，我国经济总量增加到期初的15倍以上，随着经济总量这么大幅度的增加，劳动力需求增加2倍多一点，应当不算过分。

四、总结

以上两种间接的办法都有助于我们理解我国目前的就业形势。其中，第一种办法有经济学理论背景支撑，因此最科学，也最可信。第二种办法中采取了若干个假定，所以估计的结果比较粗糙，可靠性也较低，只能作为第一种办法的结果的旁证。实际上，关于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转移完毕的旁证很多，前面列举的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副司长张学俭（2005）的调查结论和徐州市农业资源开发局（2006）的官方文件就是明显的例子，其实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的报道中都存在，而蔡昉（2007）通过实地调查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就笔者而言，由于笔者的老家就在农村，所以对本村的情况比较熟悉，实际情况是我村的富余劳动力的确转移完了。因此，种种迹象表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经转移完毕，留在农村务农的是那些在外务工竞争力不强或不适合外出务工的人。不管怎样，最近几年农民工工资大幅度上涨、“民工荒”、我国最近几十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实际上，在经济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如果说农村富余劳动力还没有被转移完，倒真的是咄咄怪事。

虽然经过了30年的高速增长，我国的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国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依然停留在30年之前。30年之前我国农村存在大量的富余劳动力，这一点谁都承认。实际上，那时不仅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也一样，那时大量的城镇青年没有工作，国有企业的职工中也存在大量的冗员，每人每天的工作负荷相当轻。现在呢？虽说城镇就业形势很严峻，但已就业的人不管是国有企事业单位还是非国有企业，哪个不是满负荷工作？这些都说明，我国的就业形势在30年的高速增长之后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绝非30年以前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情况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必须与时俱进，时刻把握好我国的经济形势，以便做出正确的应对措施。

有人可能会质问，目前出现了民工返乡潮，怎么还认为农村已经没有富余劳动力了？目前出现民工返乡潮，这点没错，但这是金融危机引起的，属于周期性现象，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长期问题。以前的富余劳动力之所以“富余”，主要原因是资本稀缺，生产能力有限，从而无法吸纳所有劳动力，那时经济的特征是劳动力失业，而资本短缺；而现在的民工返乡潮同时意味着资本的失业和企业开工率不足，也就是说，资本并不稀缺，生产能力也足以适应这样的劳动力规模，现在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和资本都失业。实际上，这些人属于已经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他们本质上与城镇劳动力已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失业与城镇劳动力的失业性质也基本上一样。因此，至少可以说，他们已经不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可以预言，一旦本次金融危机结束，我国立即就会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局面，几年前出现于我国各地的“民工荒”将再度出现。

对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数量的判断很难。本章采取间接的办法来推断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数量，实际上是在数据不足的情况下无可奈何的办法。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形势最准确、最直接的判断需要在劳动统计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投入和改革，这绝不是某个个人或机构能够做得了的事情。我们期待着各种详细、准确、全面的数据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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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发表于《广东商学院学报》，2009（5）。


[2]
 1980—1996年美国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40.6%（曼昆，2000，根据第118页表5—3计算。理论上说，中国是劳动力密集型国家，劳动力比较便宜，所以，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时候，应该更倾向于使用劳动力，所以中国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应该大于美国。但林毅夫、苏剑（2007）认为，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也就是要素价格体系导致企业更愿意采用资本，所以我们无法把美国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作为中国劳动力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底线。


[3]
 Jefferson and Su（2006）应用我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估计我国这些企业产出的劳动力弹性为0.42，本章采取保守估计且为了便于计算，采用0.5。


第十六章 从就业角度看中国经济目标增长率的确定
[1]



导读：保就业是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在缺乏有效的劳动就业数据的情况下，无法直接针对就业设立目标和进行调控，因此保增长就成为保就业的手段。那么，如何在缺乏劳动就业数据的情况下确定一个能够保就业的经济增长目标呢？本章提供了一个分析方法，认为我国只要实现6.5%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可以保证就业。最近几年的经济形势证明了这一点。

一、引言

中国经济目标增长率的选择已经成为经济政策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一方面，中国经济必须有比较高的增长率，因为经济增长既关系到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梦的实现；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又要切合实际，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对中国经济构成通货膨胀压力。

经济增长目标的确定需要同时考虑就业、通货膨胀两个方面的因素。通货膨胀影响到人们的生活费用，所以如果考虑通货膨胀来确定增长率，确定的是经济增长率的上限；而保就业考虑的是经济增长率的下限。进一步说，无论是考虑实际增长率与失业率（奥肯定律（Okun's Law）），还是考虑通货膨胀与失业率（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分析的基础首先都是基于对失业率的判断。就宏观调控而言，最重要的是确定经济增长率的下限。因此，我国在确定目标经济增长率的时候主要的考虑因素就是就业。所以，要确定中国经济的目标增长率，就得从中国的就业形势说起。

就业的增长能否通过经济的增长来取得，取决于二者之间是否有一致性。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国内外研究成果颇多。其中，国外学者重在研究二者之间的一般关系，而国内研究大多以就业弹性为着眼点，计算我国的真实就业弹性，并对我国就业弹性低于理论预期值提出种种解释。

西方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就业的增长与经济的增长有一致性，其发轫可以追溯到古典学派将国民财富的增长同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的提高紧密相连。新古典学派则提出了“自动均衡”的充分就业理论，更通过建立生产函数模型来进一步描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利用索洛模型进行比较静态分析，可知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有同方向变动的趋势；同时，技术进步率、资本投入增长率以及劳动与资本产出弹性均与就业增长率负相关。196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Arthur Okun）根据美国的统计资料提出了著名的“奥肯定律”：失业率每增加1%，实际GNP就会减少2.5%左右；反之，要使失业率降低1%，GNP需要增长2.5%左右。奥肯定律讨论的是在一定实际失业率与自然失业率的结构关系下，实际失业率与实际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但奥肯定律在实际经济中往往失效。Jim Malley（2008）对G7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工会、效率工资、失业保险等特殊制度安排会使奥肯定律失效，因为这种特殊制度安排使劳动供给曲线反转，劳动的边际产品可能变为负数，除德国的失业率处在奥肯定律范围内，其他国家都处于奥肯定律范围之外。中国也有学者指出，由于城市存在隐性失业并不断进入实体经济（夏静，2005），也由于农业隐性失业人口进入实体经济（蔡昉等，2004）等多种原因，奥肯定律在中国是失效的。菲利普斯曲线则讨论了在一定实际增长率与潜在增长率的结构关系下，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但正如弗里德曼（Friedman,1968）和费尔普斯（Phelps,1968）发现的，两者间的替代关系只在短期存在，长期将回到自然失业率，即不加速通胀的失业率，重要的在于估算自然失业率，并以此确定失业率警戒线。虽然各国都有估算，比如，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U.S.Congress;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2013年2月5日公布的数据，美国自然失业率（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长期维持在5.5%左右，短期则在6%左右。也有人认为美国自然失业率2011年达到峰值6.7%后呈下降趋势（Justin Weidner and John C.Williams,2011）。还有人对欧洲国家的自然失业率进行了估算，认为在2002年后基本维持在8.5%左右，在2008年后则基本上处于9.5%左右的高值，2013年后仍有上升风险（Olivier Blanchard,2005；Luca Benati and Giovanni Vitale,2007），但总的来说很难准确估计。Staiger（1997）曾对难以估算自然失业率的原因做过概括，主要在于在模型参数有怎样的具体形式、自然失业率是否具有随机性、模型以怎样的形式设定等问题上都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

我国学者对中国自然失业率也做过大量的估算研究，曾湘泉（2006）曾用卡尔曼（Kalman）滤波方法，估算了1992—2004年的自然失业率曲线，发现中国具有不断升高的自然失业率，在2002年达到峰值后，在4.18%~5.16%的范围内波动。石柱鲜（2008）利用HPMV滤波对我国自然失业率进行估算，并运用自然失业率对我国通货膨胀的特点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自然失业率的波动性逐渐减弱，通货膨胀的适度区间为2.9247%~5.7369%，我国通货膨胀对负向实际失业率缺口的反应强于其对正向失业率缺口的反应，具有非对称性。尹碧波（2010）运用ADF检验和HR（1）模型估算我国潜在增长率为11.4%，自然失业率为2.8%。都阳（2011）采用卡尔曼滤波方法，在不变自然失业率和非线性置信区间估计的基础上，对中国时变自然失业率进行了测算，发现其峰值出现在2003年，约为5.42%，2009年回落到4.13%。显然，不同学者估算的结果差距显著。

中国学者较多从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出发来考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所谓就业弹性，是指经济增长每变化一个百分点所对应的就业数量变化的百分比。弹性越高，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应越大；若就业弹性为负值，则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有挤出效应（经济增长为正而就业减少）或吸入效应（经济增长为负而就业增加）。纵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弹性就显著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利用1978—2001年中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的数据，观察到在经济波动的上升期，城镇登记失业率并不下降，而是基本保持不变；在经济波动的回落期，随着GDP增长率的下降，失业率呈上升趋势。他们认为，总的来说，中国GDP增长所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不断下降，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挤就业的。李红松（2003）运用差分公式法（即根据弹性定义计算）和经济增长模型法分别测算了我国不同阶段的就业弹性值，并指出了差分公式法的局限性——弹性定义中强调的引起经济增长的其他因素不变这一前提难以满足。测算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就业弹性水平出现显著下滑，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减弱。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重估了中国的就业弹性——他们把全部城镇就业作为分析对象，从GDP总量中减去农业增加值，再减去乡镇企业中非农产业的增加值，通过适当的价格调整，就得到实际的城镇GDP年度增长率；用城镇就业年度增长率和城镇GDP年度增长率相比，就得到了城镇就业弹性指数。与城乡整体的就业弹性下降趋势不同，城镇就业弹性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并于90年代后期向早期的水平接近，2000年达到0.31，只是在21世纪初又有所降低，2002年为0.19。这个就业弹性相比按照城乡整体和分三次产业的方式所计算的结果，都显示出更大的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然而0.2左右的就业弹性，与发展中国家平均0.3~0.4的水平相比仍然较低。陈桢（2008）根据GDP和就业人员统计数据，计算得到各年份的就业弹性并以3期进行移动平均，得到修匀趋势，证明就业弹性的移动平均序列趋于下降态势：“六五”时期，我国GDP增长率平均提高一个百分点，能够推动就业增长0.35个百分点左右；“九五”时期，GDP平均增长一个百分点，就业只能增长0.14个百分点。据此推算，我国20世纪80年代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可创造240万个左右的就业岗位，而进入21世纪后，一个百分点的GDP增长只能增加70万~80万个就业岗位。

就业弹性不断下降说明经济每增长一个单位所需投入的劳动量减少，这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背后只有两个可能——技术进步和与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就业结构的变化。顺着这两条思路，我国学者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提出了解释。

其一是“技术进步论”。这种观点认为技术进步节省了人力，减少了劳动岗位。然而唐鉱和刘勇军（2003）认为技术进步的就业效应是双重的，短期的技术进步可能会带来就业的挤出效应，但长期来看技术进步能增加社会产出，提高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并导致社会消费结构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演进，尤其是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的第三产业的发展；而且从20世纪90年代的国际数据实证来看，以高新技术和新经济著称的美国，以及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韩国，其GDP就业弹性一直远高于我国。

其二是“经济结构调整论”。这种观点认为我国就业增长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是由经济结构的快速调整引起的，如果经济中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下降而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所占比重上升，就业弹性势必下降。胡鞍钢和周其仁（1997）将就业弹性的下降归结为工业走了资本密集化道路。钱永坤、宋学锋、董靖（2003）以江苏省为例，使用1985—1999年《江苏统计年鉴》所载数据，建立就业量决定模型，定量分析投资等因素对就业量的影响程度，检验“资本密集化的工业道路导致我国就业弹性下降”这一假说，发现理由并不充分。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资本投资增加不仅没有替代劳动力，反而是拉动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但由于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实际工资增加抵消了投资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导致GDP的就业弹性下降。张车伟、蔡昉（2002）通过观察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发现中国的就业弹性呈现出以下特点：（1）就业弹性的整体下降趋势——中国的就业弹性从1979年的0.44下降到2000年的0.10，且自1990年以来尤为明显；（2）三次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第一产业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小而第三产业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最大，而第一产业就业弹性的波动实际上折射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的变化。他们还把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综合在一起，通过分析三次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就业比重与GDP比重的比率）的变化趋势，指出中国经济结构变化的本质是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改善——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过低的状况得到了改善。但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指出，就业结构能否随产业结构和所有制结构顺利调整取决于原有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含量、知识技能结构的更新能力，以及企业用人自主权的大小。事实上，在1992年以前由于就业制度刚性，原有从业人员和新增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基本上属于地域性配置和行政性配置，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增长和失业几乎没有影响。1992年以后，产业结构的调整遵循了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尽管失业率有一定程度的上升，但也带来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加快和新兴行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对就业派生需求的上升。因此，总体看来，产业结构调整对就业的净影响难以判断。

其三是“名义就业量下降中的有效就业增长论”。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仔细区分了“有效劳动就业量”和“名义就业人数”，指出我国的就业现象表现为：体制转轨、结构调整等带来的失业上升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增加两者相伴而生的“名义就业量下降中的有效就业增长”。李俊锋、王代敬、宋小军（2005）从理论上分析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并将中美两国数据进行了比较研究；然后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非一致性的原因，其中用有效就业理论证明了中国同样存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互动机制，并用计量工具对结果进行了回归分析。

还有部分学者质疑现有的数据和计算方法，认为我国的实际就业弹性并未下降，最多只是有些震荡。龚玉泉和袁志刚（2002）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入城镇，以及自我雇佣、季节工、临时工等非正规就业人员和一部分隐性就业人员并不被统计为从业人员，导致我国的就业增长率和GDP增长的就业弹性被低估。邓志旺、蔡晓帆、郑棣华（2002）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名义就业弹性系数存在下降趋势，但是如果把中国的隐性失业考虑进去并计算一个相对比较真实的就业弹性系数就会发现，中国经济近20年来的增长对就业的拉动能力仍然保持在一个比较稳定的水平。

曹建云（2008）以西方传统理论为基础，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1）我国经济增长率与就业增长率之间呈现微弱的负相关关系；1978—2005年，二者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015；（2）我国经济增长不是就业增长的格兰杰（Granger）成因，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没有有效地促进就业增长；（3）奥肯定律在我国失灵；（4）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就业弹性在低水平上不断下降，这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导致就业弹性下降有着本质的区别。曹建云认为，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背离传统理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包括经济增长方式、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不合理、体制改革以及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等。

上述研究以各种不同的方法考察了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深入理清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机制，若直接估算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关系，会忽视劳动力市场的自动调节功能。在我们看来，经济增长影响就业的渠道分为两个环节，首先是经济增长影响劳动力需求，然后是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影响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就影响了就业。问题是，劳动力需求增加后，劳动力市场的反应可能是工资上涨，或者就业增加，或者二者同时各增加一点，这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弹性。如果劳动力需求增加了，但劳动力供给固定不变，那么劳动力需求对就业就没有影响，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就完全被工资上涨消化，此时，经济增长对就业就没有拉动作用。如果劳动力需求增加了，但劳动力供给在现有工资水平下是无穷大的，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现象十分严重，那么工资就不会上涨，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就完全被就业增加消化，此时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就很大，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情况就是这样，那时农村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城镇企事业单位也存在大量冗员，所以那时经济增长很快但工资上涨率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上涨率不高。如果劳动力需求增加了，但劳动力供给的工资弹性介于0和无穷大之间，那么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就由工资上涨和就业增加共同消化，工资上涨一点、就业也增加一点，二者的上涨率之和大体上等于劳动力需求的增加率。这就是最近10年来的情况。最近10年来，中国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基本上被吸收完毕，城镇企事业单位冗员也基本上不存在，所以在出现经济增长时，就业和工资就同时上涨，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就取决于劳动力供给的弹性，劳动力供给弹性越大，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就越小。随着我国逐步进入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劳动力供给弹性将越来越小，经济增长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就主要反映在工资上涨上，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就会越来越小。

本章从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出发，把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影响分为两个环节：经济增长影响劳动力需求，劳动力需求影响就业和工资。从而得出结论：工资上涨和就业增加都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在劳动力供给弹性比较正常（也就是不出现劳动力供给弹性为0或者无穷大）的情况下，工资上涨和就业增加存在一定的替代性，可以通过工资上涨幅度的调整来调节就业增加的幅度。换句话说，劳动力市场有自动调节功能，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环境下，工资可以自动调节来出清劳动力市场。因此，在确定目标经济增长率时，就不必过于僵化，要善于利用劳动力市场即工资的自动调节作用。假定经济增长率下降了，但需要消化吸收的劳动力数量不变，此时由于工资的自动调节作用，这些劳动力依然可以被消化，只要工资上涨率低点就可以了。

因此，本章以下的部分首先分析中国的劳动力形势，然后估算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最后是总结。本章没有数学模型，只是根据现有的数据实际估算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并大致估算了保障就业前提下中国的最低经济增长率，认为中国只要有6.5%的经济增长率就可以保障就业了。

二、中国的劳动力供给

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数是由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但笔者发现，《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人口的几项指标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出入，所以笔者自己估算了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数。

笔者确定中国劳动力供给的方法如下：首先计算出我国工作年龄人口的数字，然后根据历史经验估算出经济活动人口也就是劳动力总量的数值，这就是我国每年的劳动力供给量。

国家统计局给出了2012年之前我国工作年龄人口数。但笔者认为国家统计局2011年后的数据误差可能比较大，而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互相之间矛盾也比较大，不容易调和。笔者自己对我国2011—2027年的工作年龄人口数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估算。之所以选择2027年作为截止年份，是因为2012年出生的人在2027年达到15岁，成为工作年龄人口；而2012年的人口出生数现在已经有了，不需要估算。我们对中国工作年龄人口的具体估算方法如下：

（1）以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笔者认为，这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可信的。这次人口普查给出了2010年每个年龄的人口数，而且分性别。我们就以这一年为基年估算以后各年的工作年龄人口数。

（2）根据国际国内死亡率的数据估算以后各个年份15~64岁之间每个年龄人口的死亡人数（分性别），将各年的工作年龄人口数减去这一死亡人数就构成了下一年大一岁的人口数字。比如，2015年16岁的人口减去这一年16岁的死亡人口数，就构成2016年17岁人口数。

（3）这样，2012年0岁人口数减去这一年出生的人在0~14岁之间的死亡人口数，就构成2027年15岁的人口数，同样也可以得到2027年16~64岁的人口数，加总即得到2027年15~64岁的人口数。其他年份的估算方法相同。

由于我们仅需要估算15~64岁之间的人口数，所以所需参数不多，且误差比较小，所以我们的估算结果相对就比较精确。表16—1是我们的估算结果。

从表16—1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和劳动力数量都

表16—1 中国2010—2027年工作年龄人口数和劳动力数量估算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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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课题组估算。

将在2013年达到峰值，此后将逐步下降。这个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因为许多人都没有想到中国的劳动力峰值居然已经过去。实际上，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了接近350万。因此，中国的劳动力数量实际上几年前就已经进入零增长区间，在2013年达到峰值其实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根据已有数据可知，中国未来14年的劳动力现在都已经出生，出生最晚的是2012年，这一年出生的人在2027年成为工作年龄人口。因此，2013—2017年的工作年龄人口数据虽然还没有出来，但人已经出生，以后只是把每个年龄的死亡人口数减去就可以了，所以笔者的估算结果应该是具有相当的精确度的。

因此，根据以上估算结果，中国今后劳动力将逐步减少，2027年减少最多，达630多万。这是因为，这一年达到65岁的是1962年出生的，而从1962年起，中国经济开始从三年自然灾害中恢复，同时中国也进入生育高峰，这就意味着从2027年起，每年达到65岁的人口数将很大，达到15岁的人口数因为后来的计划生育政策而较少。

根据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数字，2013年中国工作年龄人口减少了近250万，比我们估算的还少很多。因此，从总量上说，中国经济面临的就业形势其实不严重。

三、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

经济增长会增加劳动力需求。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劳动力需求会增加多少呢？据说有人估算过，在中国，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提供200万个工作岗位。笔者没有查到这个数据的来源。笔者自己估算了2000—2012年中国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以及每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由于中国现在就业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我们主要关注非农劳动力需求。

我们的估算方法如下，所需数据均可从《中国统计年鉴》查到。

（1）把第二、三产业的增加值加总，即得到中国的非农产业增加值。

（2）计算中国非农产业的真实劳动生产率，即中国非农产业的真实增加值除以非农产业的就业人数。

（3）计算中国非农产业的真实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

（4）用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实际工资的增长率减去非农产业的真实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再加上中国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即可得到中国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

这一步是计算中国劳动力需求增长率的关键一步。这一步的原理如下：首先，工资的增长有两个原因，一是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一是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所以，工资增长率中，剔除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之后，剩下的就是劳动力需求的贡献了。其次，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有两个结果，一是均衡就业量的增加，一是真实工资的增长，因此，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就等于均衡就业量的增长率与真实工资的增长率之和。总之，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的计算公式可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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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根据上一步得到的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率和就业人数，可以得到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

（6）将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除以经济增长率，即可得到每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可以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

根据上述方法得到的结果如表16—2所示。

表16—2 2000—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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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北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课题组估算。

从表16—2可以看出，2000—2012年，每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能够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增加量波动幅度很大，最低是160.1万，最高是481.7万，均值是314.8万。

每年的劳动力需求增加量很多，但实际就业量却没有增加这么多。比如，2012年劳动力需求增加了3387万，但实际非农就业量只增加了1105万，剩余的2282万个劳动力需求去了哪里？这2282万个劳动力需求一部分弥补了退休造成的空缺（一个人退休并不意味着他的岗位上还需要人，以前对老人可能是因人设事，人退了，企业可能不需要进人），一部分被工资的上涨削掉了。如果假定一个人退休就必须有另一个人顶上来，那么剩余的2282万个劳动力需求就完全被工资上涨消化了。在市场经济中，工资的调整能够均衡劳动力供求，因此，在出现劳动力需求过大的情况下，工资就会上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

四、总结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劳动力减少的时期，因此从总量上看，中国就业没有大的问题。但中国存在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所以需要创造足够的城镇就业机会。根据2010—2012年对中国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带动作用的估算，笔者认为，6.5%的经济增长即可实现中国的就业目标。根据表16—2的计算结果，如果按照2010—2012年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平均拉动作用，6.5%的经济增长可以使劳动力需求增加2046万；如果按照2012年经济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拉动作用，6.5%的经济增长可以使劳动力需求增加2859万。这些是工资不上涨的情况下6.5%的经济增长所能带来的就业的增加量。如果农村转移劳动力保持在1100万左右，6.5%的经济增长就足以吸收这些转移劳动力；不仅如此，还需要工资上涨来消化多余的劳动力需求。如果2014年跟2012年相比，其他因素都不变，那么2014年工资上涨率比2012年低2.2个百分点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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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于《中国银行业》，2014（9），与刘伟合写。感谢张辉、李明曦的助研工作。


第十七章 2015—2080年中国人口形势展望
[1]



——停止计划生育刻不容缓

导读：中国的人口和劳动力形势决定了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变化。因此，预测中国未来的人口和劳动力形势就非常重要。本章预测了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总规模和人口结构。根据这个预测，笔者提出了立即彻底取消计划生育政策并转而鼓励生育的政策建议。

一、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生育政策亟待继续放开

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人口政策迈出了跨时代的一步——实行单独二孩政策。这次之所以如此谨慎，根据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的解释，“如果‘同放二孩’，在放开后的头几年，妇女总和生育率可能会超过4.4（出生4700万），2027年总人口达到第一个峰值15.15亿，2044年达到15.35亿。如果‘分放二孩’，妇女总和生育率也将回升到3左右，2027年达到第一个峰值15.08亿，2045年达到第二个峰值15.14亿。”
[2]

 这种预测来自蔡昉、李建民等“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完成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
[3]

 他们判断即便只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生育率也会反弹到2.4左右，到2050年仍将稳定在1.75左右。

王培安认为：“我国粮食安全以及基本公共服务资源配置规划，均是以2033年前后总人口峰值15亿左右作为基数制定的。”
[4]

 因此这次采纳了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课题组建议的单独二孩方案：生育率将反弹到1.8以上，累计效应释放后，会在1.6~1.7波动；总人口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14.53亿，到2050年为13.85亿。
[5]



翟振武在2014年3月的《人口研究》上发表论文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全面放开二胎：生了1个孩子的15～49岁妇女有1.52亿，60%～70%有生二孩意愿，全面放开二胎的话，将累计多出生9700万人，每年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生育率将达到4.5。
[6]



2014年7月10日，国家卫计委计划生育指导司司长杨文庄在新闻发布会上也采纳了翟振武的数据，认为如果全面放开二孩，多生9000万人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造成很大影响。
[7]



我们很难对国家卫计委以及蔡昉和翟振武课题组的结论表示苟同。首先，以资源、环境为由设置15亿人口控制上限本身没有科学依据，易富贤在《大国空巢》第6章以及发表在《国际经济评论》上的论文《资源、环境不构成人口增长的硬约束》中进行了详细的论证
[8]

 
[9]

 ，中国的人口承载能力远远超过卫计委的预测。其次，即便中国停止计划生育并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峰值人口也不可能达到15亿。易富贤在2007年版的《大国空巢》中分析认为，“停止计划生育也难防止今后中国人口锐减”
[10]

 ，2008年在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上发表《停止计划生育，鼓励生育已刻不容缓》，认为“允许独生子女生二胎只是杯水车薪”
[11]

 。

2012年王广州和张丽萍在《到底能生多少孩子？——中国人政策生育潜力估计》中也分析
[12]

 ，如果2015年放开单独二孩，出生人口堆积与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相比增加100万左右，超过200万的可能性很小；如果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在补偿生育期间，每年会比政策不变多生600万左右，加上正常出生的1500万，出生人口规模在2100万人左右（也远低于翟振武、蔡昉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人），高峰总人口约为14.39亿。考虑到2014年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那么2015年全面二孩的额外新增出生规模将低于原有的估计。

再看看单独二孩的实践情况。从2014年1月17日开始，各省陆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截至9月30日，全国只批准单独二孩申请70多万例，并且申请人数在逐月递减。根据各地的单独二孩申请，我们在《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生育政策亟待继续放开》
[13]

 、《从单独二孩实践看补偿性生育》
[14]

 中进行了系列分析，在《停止计划生育后会补偿性出生多少人？》
[15]

 中得出结论：单独二孩政策满一年只能批准大约120万例申请，减去政策前怀孕的18万例和政策后原本打算超生的30万例，剩下的72万例以75%的出生/申请比（有人会怀不上或活产不了孩子，有人会主动放弃，比如上海的双独二孩出生/申请比只有50%）计算，只会多生54万人。补偿性出生在1～4年内以4∶3∶2∶1的比例释放，那么每年多生54万、40.5万、27.0万、13.5万人，合计只会多生135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课题组所预测的1000万。

根据翟振武的预测，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累计将多出生1000万人，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累计将多出生9700万，是前者的9.7倍。那么把上面的数据乘以9.7，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1～4年也只多出生523.8万、392.85万、261.9万、130.95万，合计只多生1309.5万人。单独家庭主要分布在城市，全面二孩是城乡受益，而农村原本就打算超生的比例高于城市，那么全面二孩多生人数应该会少于1309.5万。

2014年单独二孩政策出台后，已经释放了一些补偿性出生。2015年全面放开二胎的话，第一年（2016年出生）只会补偿性多生400多万人，正常出生以人口普查2010年的1383万计算，那么合计只出生1800万（总和生育率只有1.70），远低于翟振武、蔡昉课题组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

由于目前的生育意愿已经只有1.8，停止计划生育，累计补偿性出生也不会达到2000万，峰值生育率能达到1.9、2.0（出生规模为2000万、2200万）就算很不错。即便是最夸张的估计，峰值出生人数达到2500万（事实上不可能），也不过相当于中国1986—1990年、印度近年的出生水平，没有什么可担心的。1962—1965年年均出生2800万，也照样过来了。

单独二孩实践表明人口政策改革亟须大刀阔斧地快速推进。本报告对人口政策调整后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

二、人口预测原理和参数

人口增长=出生-死亡+迁移。本报告采用国际通用的队列组元方法（cohort component method）
[16]

 ，以2010年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数据为基础，利用人口平衡公式：Pt+1
 =Pt
 +Bt
 -Dt
 +Mt
 ,其中Pt
 、Bt
 、Dt
 、Mt
 分别代表各项人口变动要素，即t年的人口数、出生数、死亡率、净迁入人数，以单一年龄组别移动推算出未来男、女性单一年龄人口。中国目前国际净迁移人口比例还较低，也难以估算，姑且忽略。

1.出生

孩子是由15~49岁育龄妇女生育的。n岁妇女数乘以n岁年龄别生育率，比如，某年30岁妇女共1200万人，30岁的年龄别生育率（该年龄组该年人均生孩子数）为0.0447，那么该年共生了53.64万个孩子。再将15～49岁妇女所生孩子数合计。

某年男、女出生数由该年出生总数根据出生性别比计算而得。比如某年出生1300万个孩子，出生性别比为110（男∶女=110∶100）。那么男婴为1300万×（110÷210）=681万；女婴为1300万×（100÷210）=619万。

2.死亡：年龄组别移动

0岁人口：由出生人口数乘以该年0岁存活概率。

1~99岁人口：t年x岁人口数=（t-1）年（x-1）岁人口数×t年x岁人口存活概率。

100岁以上人口：由于100岁为人口推算的最后一个年龄组，代表100岁及以上人口数，因此该年龄组t年人口数并非如1~99岁公式那样以t-1年99岁人口数计算而得，而改以t-1年99岁及以上人口数取代之，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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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概率=1-死亡概率，死亡概率可从相应预期寿命下的生命表（本报告采纳台湾的生命表）查到。

比如2015年5岁男性人口数=2014年4岁男性人口数×2015年5岁男性人口的存活概率，2014年4岁人口数与2015年5岁人口数之间的差值是死亡数。同样，女性也是如此。

日本国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预测了日本2011—2060年的人口变化
[17]

 ，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预测了台湾2012—2060年人口变化
[18]

 。本报告作者用日本和中国台湾的参数对日本和中国台湾的人口进行了预测，结果与日本和中国台湾公布的结果完全一致，表明本报告作者对日本和中国台湾的这两份报告的理解没有偏差，表明我们的估算方法是可靠的。

3.所需参数

在预测中国未来的人口时，需要预测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和其他参数，我们用与中国大陆文化传统类似的中国台湾和韩国做参照。

（1）预测起点的基础人口结构数据：2010年0~100岁的男女人数。

《2010年人口普查公报》所公布的人数为1339724852人，比普查短表“表3—1全国分年龄、性别的人口”的1332810869人多出6913983人，包括现役军人2300000人、难以确定常住地人口4649985人
[19]

 。2010年中国的参军最低年龄是18岁，230万现役军人中，假设200万是18~21岁，其中男性90%，女性10%。剩下的491万人（总人口的0.37%）中，假设全部是0~59岁人口（60岁以上人口流动较少），依照短表3—1的0~59岁各年龄、性别比例补充到各年龄组中。

（2）出生所需参数：补偿性出生、总和生育率、出生性别比、生育模式。

总和生育率和补偿性出生是人口预测的难点，在下文单独分析。

出生性别比：中国大陆出生性别比长期高达120左右，即便停止计划生育，这种惯性也很难立即改变。目前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的出生性别比仍然有107、108，中国台湾人口预测也是假设今后出生性别比为107。假设中国大陆的出生性别比在2011—2012年为119，2013—2016年为118，然后线性下降到2040年的107，稳定在107，直到2050年，2051—2080年为106。

生育模式：由于社会发展导致育龄推迟，生育模式（将总和生育率修正为1.0的情况下的年龄别生育率）不断改变。2011—2015年采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大陆2010年的生育模式大致相当于台湾地区1990年的水平。假设今后的生育模式的变化一直滞后台湾20年。以2010年大陆人口普查的生育模式和台湾2013年的生育模式
[20]

 （相当于大陆2033年）为坐标，大陆2016—2033年之间的生育模式由二者线性穿插获得；大陆2034—2080年的生育模式采用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的预测数据中的2014—2060年的生育模式（将年龄别生育率除以总和生育率）。
[21]

 在预测时，将总和生育率乘以生育模式，可得出年龄别生育率。

（3）死亡所需参数：每年各岁死亡概率。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平均出生时预期寿命达到74.83岁
[a2]

 ，相当于台湾地区1994年的水平
[22]

 。假设中国今后寿命延长一直落后于台湾16年，2020年男、女分别为74.7岁、80.7岁，2050年分别为79.8岁、85.7岁，2080年分别为82岁、88岁。2011—2080年的男女预期寿命、死亡概率采纳台湾1995—2060年的生命表的数据（1995—2012年的生命表是台湾“行政院”发展委员会公布的数据，由于预期寿命和死亡概率有波动，因此用这套数据计算的中国2011—2028年的死亡人数有波动；2013—2060年采纳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的预测数据
[a3]

 ）。

三、现在和未来生育率的判断

1.中国生育率需要达到多少？

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认为“总和生育率在未来30年应保持在1.8左右”。
[23]

 蔡昉课题组的《中国人口发展报告2011/12》也将未来的目标生育率定为1.8。2013年11月翟振武解释为什么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时说：“完善和调整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使生育率向1.8靠拢。”
[24]



其实将目标生育率定在1.8是错误的。人口的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要保证人口相对于上一代不增也不减，理论上一对夫妇只需生2个孩子。但是由于部分小孩会夭折，正常出生性别比（以女孩为100）为102～106，因此总和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应该高于2.0才能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以发达国家为例，每出生205个孩子中有105个男孩、100个女孩；约2%的人在育龄前死亡，那么活下来的98个女孩每人需要生2.09个孩子才能使得总孩子数为205个。因此发达国家通常说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是2.1。

而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4岁性别比高达119，也就是每出生219个孩子只有100个女孩。《2013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2009年女婴死亡率为2%（发达国家只有约0.4%）
[25]

 ，

差不多有4%的女孩在育龄前死亡，那么剩下的96个妇女需要每人生2.28个孩子才能让孩子总数达219个。就是说，中国的世代更替水平生育率应接近2.3。

由于有单身、不愿生育、生育障碍等人群，一个正常的社会应当是主流家庭生三个孩子，部分家庭生一个、两个、四五个甚至更多孩子。比如一个人群共182个孩子，其中90个来自3孩家庭，40个来自2孩家庭，32个来自4孩家庭，10个来自5孩家庭，10个来自1孩家庭，似乎生育率很高。其实，30个妇女生3孩，20个妇女生2孩，8个妇女生4孩，2个妇女生5孩，10个妇女生1孩，外加10个妇女没有生育（超过1/8家庭存在生育障碍），共80个妇女，人均只生2.275个孩子，还达不到更替水平。

如果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人口会不断增加；如果低于更替水平，几十年后将出现人口减少、严重老龄化和经济衰退。

2.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有多高？

中国的生育率在1990年后就一直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22、1.18，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2012年、2013年只有1.04、1.26、1.24，这些客观数据互相印证，说明中国早就应该废止计划生育了（至少在1990年后）。

但是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以前一直将生育率修正为1.8，2011年后仍然依据“千村生育率调查”、公安数据、小学招生数据，将生育率修改为1.5、1.6。国家统计局也公布生育率为1.5、1.6，2011年、2012年、2013年出生1604万、1635万、1640万人。
[26]

 蔡昉和翟振武两个课题组的预测都建立在目前生育率为1.5、1.6的基础上。

其实他们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千村生育率”明显“虚高”，因为现在农村育龄妇女大多进城，但大多又选择回老家生孩子。

用公安户籍数来推测生育率也是不准确的。目前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包括孩子入学）有20多项，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房姐”、“房妹”现象很普遍。2009年以来，公安机关清理注销重复户口200多万个。
[27]

 
[28]

 还有更多的死亡未销户口。

国家统计局公布2006—2013年每年增加人口稳定在600多万，是建立在“目前生育率为1.5、1.6，每年只死亡900多万人”的基础上的。
[29]

 但是其实出生人数存在大量水分，而每年死亡人数早就超过了1000万，因此近年实际年增人口只有300多万人了，2013年总人口根本没有136072万人。以陕西为例，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年末，常住人口3763.7万人，出生37.62万人（2009年、2011年出生38.57万、36.45万人），死亡23.11万人，增加10.61万人。
[30]

 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陕西省0岁人口只有33.47万；2014年1—7月，注销重复户口42460个，注销死亡未销户口10.5万个。
[31]



小学招生数据水分更大。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现在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东部地区按照财力状况分省确定分担比例。
[a4]

 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通过虚报学生数以获得更多的经费。比如2012年全国小学1~5年级为8141万人；但是2013年小学2~6年级只有7665万人，一年之内就减少476万人。再比如湖南省邵阳县，2008—2012年统计公报显示这5年小学招生合计为71522人，但是2013年电子学籍显示2~6年级只有51253人（少了28%）。小学和初中是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100%。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其实是参照教育部的小学招生人数（2010年人口普查短表1～6岁人数的确定也参照了小学招生）。由于小学招生水分很多，意味着国家公布的出生人数水分很多。以1999—2001年出生人口为例看看中国人口统计的混乱。1999—2001年出生人口在2005—2007年开始上小学，2010年时为9~11岁，2013年读初中（一、二、三年级）。国家统计局公布1999—2001年出生5307万人，公布2005—2007年小学招生5137万人，二者接近；但是2010年人口普查的9~11岁人口只有4264万，2013年初中在校人数只有4440万。以2013年初中人数为标准，说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的水分。而2013年的初中人数其实还有水分，因为初中毛入学率应高于105%（甚至超过115%）。

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出生1604万、1635万、1640万人，那么生育率接近1.5；但是如果扣除20%的水分（十多年来已经累计了数千万水分），那么这三年只分别出生了1337万、1363万、1367万，生育率只有1.2左右，与抽样调查显示的生育率（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为1.04、1.26、1.24）基本一致。

可见，修正后的1.5、1.6的生育率是不可信的，还是客观调查的生育率更可信。

依照惯性，国家统计局应该会公布2014年出生1640万左右，死亡980万左右，增加660万左右人口，人口总量约为136700万；但是其中出生将有20%左右的水分，死亡却漏报了几十万。因此，本报告近期的人口总数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少，死亡人数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要多。

3.根据社会发展水平诊断中国的生育率

其实社会越发达，教育水平和养育成本越高，生育意愿越低，婚龄、育龄越晚，不孕率越高，丁克、单身人群比例也越高，生育率也因此就越低。人类发展指数（HDI,联合国使用的一项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人均GDP都与生育率成直线负相关。
[32]



本报告台湾的生育率来自台湾“内政部”网站
[a5]

 ，韩国的生育率来自韩国统计资料中心
[33]

 ，印度2005—2012年的生育率来源于印度人口普查和官方公布的抽样调查
[34]

 ，其他来源于世界银行的数据库
[35]

 。

中国2012年的HDI相当于韩国1986年、古巴2001年、伊朗2006年的水平
[36]

 ；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分别为1.58、1.63、1.87。

以时空可比的1990年国际元为标准
[37]

 ，中国大陆2010年的人均GDP相当于中国台湾1987年、韩国1989年、泰国2005年的水平；当年这些地区的生育率分别为1.70、1.56、1.54。

印度HDI最高的5个邦在2012年的生育率只有1.7、1.8。中国倒数第一、第二的西藏、贵州的HDI分别相当于印度排名第7的泰米尔纳德邦、第3的旁遮普邦
[38]

 
[39]

 
[40]

 ，2012年这两个邦的生育率都只有1.7。中国人均GDP倒数第一的贵州的人均GDP介于印度的安得拉邦、西孟加拉邦之间，中国倒数第二的云南的人均GDP介于印度的喀拉拉邦、喜马偕尔邦之间
[41]

 
[42]

 ，2012年这4个邦的生育率都只有1.8、1.7。

以印度为对照，如果没有计划生育，连西藏、贵州、云南的生育率目前也只能达到1.7、1.8。但是由于生育文化的差异，在同等发展水平下，华人的生育率比印度人要低。比如2000年新加坡的华人、印度人的生育率分别为1.43、1.59
[43]

 ；2010年马来西亚的华人、印度人的生育率分别为1.8、2.0
[44]

 。

综上所述，根据社会发展水平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那么中国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6左右，还将继续下降。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总和生育率竟然还有1.5、1.6？单独二孩政策能将生育率长期稳定在1.6～1.8？

4.根据生育意愿看中国的生育率

生育意愿与现实生育率存在巨大差距。1998—2008年台湾的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8%，比如2008年理想子女数是2.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1。
[45]



1992—2010年，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1%～57%，比如2005年理想子女数是2.11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26。
[46]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供的2000年前后的数据显示，24个国家的总和生育率平均只是理想子女数的63.5%。比如爱尔兰、英国、美国、德国的理想子女数为3.03个、2.53个、2.67个、2.40个，但是实际生育率只有1.89、1.65、2.06、1.37。
[47]



多项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平均每个家庭平均想要1.86个孩子
[48]

 
[49]

 ，是世界最低。据此判断，即便没有计划生育，生育率也难以达到1.5。在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目前的生育率能有1.5、1.6？全面放开二胎后，能长期稳定在1.8？

5.根据二孩试点看中国的生育率和补偿性出生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中国台湾、韩国提倡只生二胎，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0以上的高水平快速下降；80年代之后相继出台鼓励生育政策，但并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目前生育率徘徊在0.9～1.2的超低水平上。伊朗于1989年提倡二胎，生育率从1989年的5.2急剧降到2005年的1.8；2005年鼓励生育，也未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并未回升。

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恩施、翼城、承德、酒泉这4个800多万人口的地区全面放开二孩，但是作为一个整体，2010年的生育率只有1.52，还是因为经济文化落后。“二胎区”2010年人均GDP只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城市化率只有36.85%，低于全国的49.68%，只相当于全国2001年的水平。可见，即便全国从20世纪80年代就放开二胎，2010年的生育率也低于1.5。
[50]

 试点说明全面二孩是远远不够的。

并且，全国其他地方由于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已经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
[51]

 。比如湖北省长阳、五峰这两个经济落后的少数民族县，200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9、1.14；经省人大批准放开二胎后，并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2010年生育率分别只有1.13、1.27。

新疆建设兵团汉族人口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十几年后改为允许生二胎，也没有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和生育率反弹，“十五”、“十一五”时期，生育率都稳定在1.0左右。

上海户籍人口中有200多万个双独家庭
[52]

 ，但是2008年实行双独二孩政策以来，5年只收到15000例申请，只生下7000多二孩。
[a1]

 河南2011年在全国最后才实行“双独二孩”政策，当时预计每年将多生1.8万人；但是两年来，仅有600多个家庭生了二孩。
[53]



2014年单独二孩申请率如此之低（尤其是东北和华北），说明民众的“爬蚤心态”已经非常严重。

6.根据一孩生育率判断中国的总和生育率

卫计委和一些人口学者不承认2010年人口普查1.18的生育率，理由是有出生“漏报”。如果存在“漏报”，主要是二孩或以上孩次，一孩都是合法的，没有必要漏报。

2010年一孩生育率为0.728，二孩及以上孩次生育率为0.460。2010年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相当于台湾1987年前后的水平；1987年台湾的一孩生育率为0.70（1986年、1988年为0.70、0.73），与大陆2010年的0.728一致。说明2010年中国大陆人口普查的一孩生育率是可信的。如果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15%，那么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269，出生1384万（与人口普查短表中的1384万一致）；即便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25%（还算普查吗？），那么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342（出生1462万，这种可能性比较小）。2010年总和生育率要达到1.5（出生1635万），意味着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了41%，这可能吗？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2012年、2013年分别出生1604万、1635万、1640万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2010年总和生育率要达到1.6（出生1744万），意味着二孩及以上孩次漏报了47%，可能吗？

纵观日本、美国、中国台湾、欧盟，当一孩生育率在0.82以下时，与总和生育率直线相关。中国2010年的一孩生育率相当于美国1976年、加拿大2006年和2009年的水平；美国1976年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74，加拿大2006年、2009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59、1.67。
[54]

 意味着即便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6左右。

日本1976—2011年
[55]

 、2011年日本各地
[56]

 、中国台湾1983—2013年
[a6]

 
[57]

 
[58]

 的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为0.925。2010年我国全国、城市、农村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为0.728、0.675、0.771，根据日本—中国台湾的一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性公式计算，如果没有计划生育，全国、城市、农村的总和生育率分别只有1.630、1.449、1.776。2010年北京、上海、东北的一孩生育率低于0.6，比东京还要低（1995年以来总和生育率只有1.0~1.1）。在严厉的独生子女政策下，我国全国的总和生育率竟然还有1.5、1.6？

中国的一孩生育率在直线下降，从1989年（1990年人口普查）的1.00下降到2000年的0.867、2010年的0.728，相关系数高达0.9997。这种下降速度是惊人的，说明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果继续这种趋势，那么2015年一孩生育率只有0.632（台湾2003年的水平，该年总和生育率为1.24）。当然，2010年之后很可能并非直线下降，但是继续快速下降是肯定的。

也就是说，根据一孩生育率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201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还能达到1.6左右，而2015年连1.5都达不到了。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的社会发展水平、生育意愿、二孩试点和一孩生育率综合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也只能达到1.6左右（不考虑补偿性出生）。

7.中国台湾、韩国的生育率变化

按2010年以前老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标准
[59]

 ，中国2008年的HDI
[60]

 ，相当于韩国1989年、中国台湾1987年的水平。而中国台湾的HDI超前韩国2年。
[61]

 按2010年后新的HDI标准
[62]

 ，中国2012年的HDI相当于韩国1986年。中国大陆2010年的人均GDP（以时空可比的国际元为标准）为8032美元，相当于中国台湾1987年、韩国1989年的水平。
[63]



综合判断，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水平分别滞后于中国台湾、韩国23年、21年，教育模式和城市模式也基本是沿着中国台湾、韩国的老路走的（而不是日本的老路），中国台湾、韩国的人口变化规律对中国大陆有借鉴作用。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中国台湾的生育率从1987年的1.70下降到2013年的1.065
[64]

 ，韩国的生育率从1989年的1.56下降到2013年的1.19
[65]

 （见表17—1）。

表17—1 韩国、中国台湾1987—2013年生育率b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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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台湾和韩国为参照，假如中国大陆停止计划生育，那么生育率将继续下降到2035年的1.1左右。中国大陆不但需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而且需要出台比中国台湾、韩国更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才能遏止生育率下降趋势，恢复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

由于中国实施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整个社会和经济结构也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这种格局很难改变。中国大陆的一孩生育率下降速度就快于中国台湾、韩国当年，现在理想子女数已经比中国台湾、韩国还要少了。因此，中国大陆的生育率下降速度将快于中国台湾和韩国。

8.中国未来生育率和补偿性生育判断

由于正常怀孕需要266天（从受精到出生共266天），只有在4月9日前怀孕才能在当年出生。本报告假设“两会”期间通过人口政策调整方案，4月9日在全国全面施行，那么对当年的出生人数没有影响，出生高峰是从第二年开始。虽然2014年实行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是4月9日之前怀孕的只有几万人，对2014年的出生几无影响，2015年也只会多生约54万人。假设2011—2014年，如2010年一样每年出生1384万人，2015年出生1438万。

本报告的“台韩老路”是指将中国台湾1987年和韩国1989年的生育率平均，相当于中国大陆2010年；将中国台湾2011年和韩国2013年的生育率平均，相当于中国大陆2034年，中间年份依此类推。

2012年8月，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发布的《中華民國2012年至2060年人口推計》
[66]

 ，分中、高、低三个方案预测了未来生育率变化。本报告“台湾高方案”、“台湾中方案”、“台湾低方案”是指将台湾高、中、低方案下2012年的生育率相当于中国的2035年，将台湾2057年的生育率相当于中国的2080年，中间年份依此类推。

高方案：2015年全面放开二孩，2016年开始的“十三五”规划全面停止计划生育。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分别出生（正常出生+补偿性出生）1900万、2000万、1850万、1750万人。2020—2034年的生育率假设同“台韩老路”，2035—2080年的生育率同“台湾高方案”。

中方案：2015年继续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2017年中共十九大之后于2018年全面停止计划生育。今后鼓励生育的力度同中国台湾、韩国。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分别出生1425万、1800万、1700万、1800万、1700万人。2021—2034年的生育率假设比“台韩老路”低5%，2035—2080年的生育率同“台湾中方案”。

低方案：2015年继续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分省（或分人群）放开二孩，2018年全面放开二孩，2020年全面停止计划生育。2016年、2017年、2018年、2019年、2020年、2021年分别出生1425万、1450万、1400万、1450万、1400万、1450万人。2022—2034年的生育率比“台韩老路”低10%，2035—2080年的生育率同“台湾低方案”。

补偿性生育期间（2016—2021年）的出生规模见表17—2。表17—3则给出了中国未来（2020—2080年）生育率展望。

表17—2 补偿性生育期间的出生规模 单位：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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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3 中国未来生育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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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方案设定的几点说明：

（1）本报告假设近年正常出生人数为1384万，是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短表的0岁人口计算的，生育率为1.27左右；但是人口普查长表显示2010年生育率只有1.18，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显示2011年、2012年的生育率只有1.04、1.26，那么近年正常出生人数能否达到1384万还有疑问。并且即便2010年真的出生了1384万，到2021年也远低于此数了（生育率下降、育龄妇女减少）。因此实际人口比本报告的相应方案还要少。

（2）中国未富先老，劳动力开始负增长，经济开始减速，老年抚养比高，今后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年轻人不堪重负，生活压力（包括就业压力）将很大。实践证明，经济衰退往往导致生育率下降，比如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生育率从1920—1924年的3.18下降到1935—1939年的2.18，下降31%；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生育率由2007年的2.13下降到2010年的1.93、2013年的1.87。一战、二战期间，欧洲都因为经济困难等原因出现生育率下降。苏联解体后，经济衰退，俄罗斯的生育率从1989年的2.01下降到1993年的1.37、1999年的1.17。

（3）实施了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一方面既使得民众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又产生了一个庞大的阻碍政策调整的利益集团，并且政府也会出于“政策连续性”等考虑，不敢全面否定过去的控制人口政策（人口政策调整就必然缩手缩脚），也就更不可能如俄罗斯那样大刀阔斧地鼓励生育。

（4）中国现在处于城市化加速阶段，是生育率跳跃性下降的阶段；而城市规划全部是以民不聊“生”的模式进行的，并将惯性地延续着，比如连县城都是每平方公里超过1万人（而东京、伦敦也只有6000人、5000人）。

（5）由于生源减少和大学扩招，加上独生子女承载着家长所有的希望，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不断提高：增加家长的养育成本，提高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改变生育观念，延迟、挤压婚育时间，抬高婚育门槛。

因此，今后总和生育率沿着低方案（甚至更低）下降的可能性很大。

在上述三个方案之外，我们考虑了理想状态下中国人口的变化情况。这取决于对“理想状态”的理解和设定。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长期宣传理想生育率是1.8，而我们认为生育率应该稳定在更替水平上。

生育率稳定在1.8：2016—2080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

生育率稳定在2.1：2016—2080年总和生育率稳定在2.1。中国近期的世代更替水平接近2.3，但是远期（出生性别比、婴儿和儿童死亡率下降）是在2.1左右。

这样，我们在本报告中就考虑上述5种情况下中国的人口变化。

四、人口预测结果

过去的数据采纳各地区官方公布数据或联合国数据。未来预测数据：中国数据采纳本报告的方案（中方案以及2.1的生育率）；印度、美国、发达国家（整体）数据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的中方案
[67]

 ；日本数据采纳国立人口与社会保障研究所2012年预测（2011—2060年）的中方案
[68]

 ；中国台湾数据采纳台湾“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预测（2012—2060年）的中方案
[69]

 。韩国数据采纳韩国国家统计局《2010—2060年将来韩国人口估算》的中方案。
[70]



1.人口总量变化

未来人口总量变化见表17—4和图17—1。

表17—4 未来人口总量 单位：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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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 未来人口总量变化

我们可以跟另一人口大国印度作一比较。印度人口采纳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数据
[71]

 ，其中低方案是假设生育率从2010—2015年的2.25下降到2075—2080年的1.33；中方案是假设生育率从2010—2015年的2.5下降到2075—2080年的1.83。印度实际生育率应该略低于中方案，而高于低方案。

中华民族长期是世界第一大民族。但是1820年后，中国人口增长非常缓慢，占全球的比例从37%下降到1950年的22%，经济占全球的比例也从33%下降到4.6%。1950—1980年，中国人口与世界同步增长，占世界的比例稳定在22%左右，在国防和外交上也扭转了被动挨打的局面。但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例下降到2014年的19%。2010年人口普查显示，0～14岁人口只占全球的12%了（印度占全球的21%）。

如果世界其他国家的人口沿着联合国中方案走，那么本报告高、中、低方案、1.8生育率、2.1生育率下，中国人口占全球的比例在2050年分别为13.4%、13.1%、12.8%、14.6%、15.4%，在2080年分别为9.1%、8.4%、7.6%、11.4%、13.4%。

也就是说，即便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也难以遏制中国人口占全球比例下降的趋势。而中国人口沿着低方案走的可能性很大。人口总量下降意味着人口结构恶化，中国经济占全球比例、国际战略地位也将快速下降。世界第一人口和经济大国，因为错误的人口政策就这样一步步萎缩成一个无足轻重、极端衰老的国家！习近平总书记说：“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那么就必须果断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政策，让生育率尽量回升并稳定在2.1以上。

我们的预测跟其他研究者的结果差异很大。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在2006年的结论是：继续独生子女政策，生育率能稳定在1.8，总人口将于2015年超过14.0亿、2033年前后达到15亿。
[72]

 2010年中国人口学会组织的80多名专家参加的“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学术研讨会也得出同样的结论：中国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13.9亿，在2033年达到15亿。
[73]

 蔡昉课题组认为2012年即便是分步放开二胎，峰值人口也将超过15亿。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2014年还认为应继续独生子女政策不变，中国人口将在2026年达到14.08亿的峰值，在2050年还有12.8亿。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2年修订版》中方案认为2010—2015年中国生育率高达1.66，2075—2080年为1.86，2015年、2080年的总人口分别为14.02亿、11.73亿。
[74]



过去几年的总人口变化以及单独二孩实践已经证明他们的预测是错误的。国家统计局依照“每年增加600多万人”的惯性（其实有300多万水分），也只会公布2015年人口为13.7亿，而不是13.9亿、14.02亿，在每年人口增量才数百万的情况下，联合国和中国人口学会三五年的预测就误差两三千万！

实践也证明我们的预测“相对来说”更为准确。比如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认为中国的生育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稳定在1.8，2000年预测2010年总人口会达14亿（2005年预测时改为13.7亿，2006年又改为13.6亿）；易富贤在2007年版《大国空巢》中从30多个角度质疑了1.8的生育率，在假定2005年统计公报数据准确的前提下认为2010年人口只会达到13.3285亿人（第346页）。《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人口为13.3281亿人，1996—2010年生育率平均只有1.4。

当然，由于很难准确把握未来生育率等参数，人口预测没有数十年可信度的实例。尤其是中国的基础人口数据严重失真（易富贤在《大国空巢》第4章中分析，2010年的人口存在数千万的水分）。因此本报告对未来的人口预测也不可能是很准确的，仅供参考。

2.出生、死亡人口

图17—2为2010—2080年每年出生、死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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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2 每年出生、死亡人口

对死亡人数影响最大的是老年人数量，而今后几十年的老年人是目前已经出生了的人口，因此5个方案下今后几十年死亡人数相差不太大，从目前的1000万左右增加到2063年的近2000万。影响人口增量的主要变量是出生人数，而出生人数取决于育龄妇女人数及其人均生孩子数（生育率）。

人口峰值时间：出生-死亡=0。高、中、低方案的生育率在2024年前后只相差5%~10%，2023年分别出生1284万、1220万、1167万，均多于死亡人数1148万；2024年出生1133万、1077万、1030万，都少于死亡人数1169万。因此，三个方案都在2023年达到人口峰值；日本是在2010年人口达到峰值。2035年的出生小高峰是因为2035年前是参照“台韩老路”，此后是参照中国台湾三个方案，衔接的2035年生育率偏高。

中国面临两大难题：生育率难以提升，育龄妇女人数在快速减少。中国的15~49岁总育龄妇女和20~29岁黄金年龄育龄妇女（目前2/3的孩子是该年龄群妇女生的）都在2012年开始负增长，其中前者从2011年的3.83亿减少到2030年的2.93亿，而后者从2011年的1.15亿减少到2035年的0.66亿。在高、中、低、1.8生育率、2.1生育率方案下，2080年15~49岁妇女分别只有1.40亿、1.18亿、0.98亿、2.10亿、2.68亿，20~29岁妇女分别只有0.43亿、0.34亿、0.25亿、0.62亿、0.84亿。由于育龄妇女的减少和庞大的老年人口，即便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也难阻人口负增长。

专栏 美国婴儿潮与股市行情的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人口出生情况跟股市收益率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图17—3显示的是美国的婴儿潮与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十年滚动收益率之间的关系。标准普尔500指数滚动十年平均收益率（标准普尔500十年收益率）反映美国历年的股市行情。
[75]

 从图17—3可见，标准普尔500十年收益率与美国的出生高峰几乎重合，其中原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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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3 美国婴儿潮与标准普尔500十年回报率的关系

美国的第一个婴儿潮主要是由于生育率的上升：从1935年的2.19上升到1958年的3.71。此阶段，标准普尔500指数十年滚动收益率几乎同步上升。随后美国生育率1976年下降到1.74的谷底，低于日本的1.85、欧盟的2.02，标准普尔500指数十年滚动收益率也几乎同步下跌。其后美国的生育率止跌回升到1989年的2.0，并稳定在2.0、2.1的水平直到2009年，加上第一个婴儿潮的妇女到了生育年龄，使得美国出现了第二个婴儿潮，标准普尔500指数十年滚动收益率也跟着同步上升。而日本、欧盟的生育率却不断下降到1989年的1.57、1.67，2009年的1.37、1.59，没有出现第二个婴儿潮，经济活力也不如美国。美国2007年后出生人数减少，是因为生育率从2007年的2.12下降到2010年的1.93、2013年的1.87，此阶段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十年滚动收益率反应不那么明显，似乎存在一段时期的滞后。

3.人口年龄结构

表17—5为2014—2080年的人口年龄分布。

表17—5 年龄分布 单位：百万

[image: 10-1]


[image: 10-1]


图17—4 人口金字塔图

图17—4中，横坐标是各年龄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下往上依次是：0~5岁、5~9岁、10~14岁……85岁及以上。左侧是男性，右侧是女性。其中20~64岁劳动力代表目前的经济实力，0~19岁人口则代表今后的发展潜力，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太高则意味着经济后劲乏力。印度、美国是采用联合国中方案。

由于实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2010年中国的年龄结构已经呈纺锤形，劳动力比例大，经济增长势头不错，但是也导致内需不足。这种结构是不稳定的，并且很快就要变成高度不稳的倒三角形：劳动力严重短缺、高度老龄化、经济丧失活力。

即便是高方案或者生育率稳定在1.8，今后也仍然是不稳定的人口结构。只有将生育率稳定在略高于2.1的水平，才能逐渐保持人口数量的稳定和结构的稳定（美国、印度将长期是稳定的柱状人口结构），才能让国家恢复可持续发展能力。

4.抚养比

传统上，将15~64岁人口视为劳动力；但是现在由于高中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毛入学率的提高，大多是在20岁或以上才工作，因此，本报告将20~64岁人口视为“劳动力”，将65岁及以上人口视为“老人”。总抚养比是指非劳动年龄人口（0~19岁人口、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年龄（20~64岁）人口之比，包括儿童抚养比（0~19岁儿童与劳动人口之比）和老年抚养比（65岁及以上老人与劳动人口之比）（见图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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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5 中国儿童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总抚养比的变化

中国由于生育率从1971年开始快速下降，导致儿童抚养比、总抚养比的快速下降。蔡昉、胡鞍钢等人口和经济学家将总抚养比下降称之为“人口红利”。有人担心，停止计划生育，儿童抚养比的提升将导致总抚养比的增加，不利于经济发展。

其实儿童抚养比是人口投资，老年抚养比是还债。儿童抚养比增高并不会阻碍经济增长，而是会通过拉动内需推动经济增长，比如美国在二战后出现婴儿潮，导致1947—1983年总抚养比的高峰，其中在1959—1974年这个总抚养比最高峰，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6%，高于其前1947—1958年的3.0%，也高于其后1976—1983年的3.0%，更高于其后1984—2010年抚养比低谷期间的2.8%。尤其是儿童抚养比高峰还会通过补充劳动力，减缓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为后续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增加活力，这就导致美国的经济比日本和欧洲更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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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6 总抚养比的国际比较

日本的生育率从1949年的4.3快速下降到1956年的2.2、1975年的1.91、1990年的1.54，导致儿童抚养比、总抚养比快速下降；也导致其后总劳动力的减少，进而导致老年抚养比的大幅上升和总抚养比的止跌回升。日本在1996年、美国在2007年、发达国家（整体）在2010年总抚养比止跌回升，都出现了经济危机（见图17—6）。可见，中国通过计划生育降低儿童抚养比从而暂时性地降低总抚养比，并非人口红利，而是人口高利贷。在老年抚养比的推动下，中国的总抚养比在2014年达到低谷后开始回升，意味着经济增速将继续放缓。

有人说，中国的总抚养比即便有所增加，仍然比其他国家要低，还足以维持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其实阻碍经济增长的不是总抚养比本身，而是其中的老年抚养比。如果总抚养比是以儿童抚养比为主，那么如美国的婴儿潮一样还有利于经济增长。

并且总抚养比并不是越低越好，在70%~80%之间最有利于经济发展、就业和社会稳定（如果总抚养比太低，抚养人口少导致内需不足，“游手好闲”者多，失业压力大）。美国和发达国家（整体）的总抚养比长期在70%~80%之间。印度由于生育率下降平缓，总抚养比将长期维持在70%左右，与美国一样，仅凭借内需就可以满足就业。

中国2014年的总抚养比只有46.8%，从国家层面上看，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地低，远低于世界平均的74%、印度的77%、美国的68%，也低于日本历史上最低点（1996年）的59.5%。如此低的总抚养比使得内需严重不足，就业和经济高度依赖国际市场。而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占领国际市场的能力将减小，就业问题将越来越棘手。

中国近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低（儿童抚养比太低），内需不足；远期经济问题的核心是总抚养比太高（老年抚养比太高），劳动力不足和老年化。在本报告的低方案下，儿童抚养比继续下降，老年抚养比快速上升，总抚养比持续增加。如果能将生育率稳定在2.1以上，既能提高近期的总抚养比（提高儿童抚养比），又能降低今后的总抚养比（近期出生的孩子今后成为劳动力，增加总抚养比的分母，降低老龄化程度）。

5.20~64岁劳动力

劳动力是驱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日本、欧洲20~64岁人口在1998年、2010年达到顶峰后负增长，都是在拐点前夕就出现经济危机。中国台湾、韩国分别在2015年、2019年达到拐点，此后韩国的劳动力变化曲线几乎与中国台湾重合。印度、美国的20~64岁人口要到2055年、2090年才达到顶峰（见图17—7）。

中国大陆在2015年达到拐点，劳动力下降的速度将超过日本。如果能够将生育率稳定在2.1以后，虽然无法弥补近期的劳动力不足，但是可以让今后的劳动力保持相对稳定，从而保持经济的活力。

蔡昉认为可以通过扩大就业、提高劳动参与率来弥补劳动力的减少和工资上涨。
[76]



事实上，劳动力负增长后，由于经济减速和结构性失衡，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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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7 20~64岁劳动力相对于顶峰

注：“顶峰”是指20~64岁人口顶峰人口数。

率会更高、劳动参与率会更低。比如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
[77]

 
[78]

 
[79]

 ，日本的总失业率、15～24岁青年失业率分别从1980—1995年平均2.5%、4.7%增加到1999—2012年平均4.6%、8.8%；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64%下降到2012年的59%。德国20～64岁人口在1995年达到顶峰后开始负增长，总失业率、青年失业率也分别从1991—1993年平均6.7%、6.4%增加到1996—2012年平均8.4%、10.3%。

中国20～64岁劳动力在2015年后开始负增长之后，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也很可能将提高。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不但难以提升，而且在不断下降，从1990年的79%下降到2012年的71%；今后可能还将沿着发达国家的老路继续下降，2012年发达国家平均只有61%。与日本、德国不同，中国的总抚养比非常低，有庞大的“过剩”劳动力。因此中国一方面劳动力严重短缺，另一方面失业率还将上升、劳动参与率也将下降（隐性失业），“用工荒”和“就业难”将长期并存，“保就业”将是中国今后长期的政治任务。

6.20~64岁劳动力/65岁及以上老人

日本在1946—1973年这28年内，GDP年均增长8.9%，1950年10个20~64岁劳动年龄人口对应1个65岁及以上老人，也就是劳动力/老人为10.0。1973年爆发石油危机，1974年发生经济衰退。1975年石油危机结束，但是该年的劳动力/老人下降到7.5，经济无法恢复以前的增长速度了，1975—1991年年均只增长4.4%。1992年劳动力/老人开始低于4.8，并迅速下降到2013年的2.3；经济增速也再次跳跃性下降，1992—2013年年均只增长0.84%。

中国台湾在1952—1995年，GDP年均增长8.6%；1996年劳动力/老人降至7.5，1996—2013年的GDP年均只增长4.0%。韩国在1963—2002年，GDP年均增长8.6%；2003年劳动力/老人降至7.5，2003—2013年GDP年均只增长3.8%。中国台湾、韩国的劳动力/老人都将在2017年降至4.8，并将迅猛下降到2030年的2.5、2.4，可能很快就要走日本1992年经济衰退的老路（见图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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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8 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劳动力/老人与GDP增长率的比较

美国在1934—1944年GDP年均增长10.2%，但是当劳动力/老人在1947年降至7.5之后，GDP年均增长率下降到1947—1985年的3.6%。1986—2006年劳动力/老人稳定在4.8附近，GDP年均增长3.2%。2007年劳动力/老人低于4.8，2007—2013年GDP年均增长0.99%。

根据日本、美国、中国台湾、韩国的情况，我们可以得到一些观察结果：当劳动力/老人高于7.5，经济可保持8%以上的高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低于7.5，经济将转为4%左右的中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低于4.8，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其中的经济逻辑尚需进一步研究。

中国大陆的劳动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相当于美国1947年、日本1975年、中国台湾1996年、韩国2003年的水平，从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将从8%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逐渐转向中速增长，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已经从2011年的9.3%降到2012年的7.8%、2013年的7.7%。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21年降至4.8，相当于日本1992年、中国台湾2017年、韩国2017年、美国2006年的水平，经济增长率可能将进一步下降。2035年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将降低到2.5，开始低于美国，经济活力也将低于美国（见图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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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9 中国、日本、美国、印度的劳动力/老人

当然，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人口结构变化只是其中之一（最重要的因素）。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非常复杂，各国的情况也不一样。很难仅根据人口结构就能精确地预测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但是可以大致判断，在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不断减速应该是“新常态”。

由于从出生到20岁劳动力有20年滞后性，2015年的人口政策调整只会影响2035年后的劳动力/老人。在低、中、高、1.8生育率、2.1生育率方案下，2050年的劳动力/老人分别为1.70、1.74、1.77、1.89、1.99，2080年分别为1.04、1.33、1.19、1.83、2.25（美国为2.17）。

2010年是1个老人对应7.5个劳动力，养老已经开始出现问题了；而今后一个老人只对应一两个劳动力，养老压力可想而知，养老金短缺将是今后各届政府面临的难题。

7.中位年龄

中位年龄是将全体人口按年龄大小排列，位于中点的那个人的年龄。中位年龄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劳动力的年龄结构。

说明：中国台湾、日本的预测只到2060年，韩国的中位年龄曲线几乎与中国台湾重合。

在低、中、高、1.8生育率、2.1生育率方案下，2050年中位年龄分别为55.4岁、53.3岁、54.3岁、48.7岁、45.2岁，2080年分别为61.9岁、56.9岁、59.8岁、48.3岁、43.1岁。

中国大陆的中位年龄在2014年超过美国，此后快速增加。如果走低方案的话，将于2060年后超过日本和中国台湾。由于一个经济中年轻人越多，该经济的创新活力就越强，所以中位年龄实际上反映了一个经济的创新活力，影响着经济的技术进步率，从而影响了经济的潜在增长率（见图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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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0 中位年龄的国际比较

林毅夫教授认为中国经济从2008年起还有20年8%增长的潜力，理由是中国大陆2008年的人均收入水平（以1990年国际元为标准）只有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1951年、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的水平。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21%之后的20年，利用后发优势，日本、中国台湾、韩国每年增长9.2%、8.3%、7.6%。
[80]



我们对林毅夫教授的这一判断不敢苟同。“后发”不等于必然有“优势”，美国不会停着等人。要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必须在速度上超过美国。年龄优势是日本、中国台湾、韩国能缩小与美国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而中国大陆2008年的中位年龄为35岁，2015年提高到38岁，超过美国。

后发优势只是给出了追赶的可能性和空间，但要成功利用后发优势实现经济增长，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的支持。日本在1951年后、中国台湾在1975年后、韩国在1977年后，20～64岁劳动力还增长了48年、42年、42年，在20年内增加了51%、58%、64%；而中国大陆的劳动力在2008年后只增长了7年就开始减少了。

日本1951年、中国台湾1975年、韩国1977年的中位年龄只有22岁、21岁、21岁，而美国1951—1977年的中位年龄在29～30岁之间波动。就像21岁、22岁的小伙子的奔跑速度比30岁的人要快一样，日本、中国台湾、韩国的经济增速也超过美国，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不断缩小。1991年日本的人均收入仍然只有美国的85%，但是由于年龄优势丧失，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再次拉大，2010年只有美国的72%了。

中国大陆不具备日本、中国台湾、韩国当年那么好的人口条件，所以要实现林毅夫教授指出的增长可能性，应该考虑需要提供哪些条件来对中国人口和劳动力方面的劣势予以补偿。

专栏 他山之石——日本人口危机爆发后的后果

中、日人口结构变化总结：

总抚养比止跌回升：日本1996年，中国2014年，相差18年。

20~64岁劳动力峰值：日本1998年，中国2015年，相差17年。

劳动力/老人降至7.5：日本1975年，中国2010年，相差35年。

劳动力/老人降至4.8：日本1992年，中国2021年，相差29年。

中位年龄达到40岁：日本1996年，中国2022年，相差26年。

总人口峰值：日本2010年，中国2023年，相差13年。

综合判断，日本的人口危机大致比中国早爆发23年左右。中国2013年的人口结构类似于日本1990年。日本1990年之后除了经济增长率下降外，还发生了什么？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81]

 ，日本在1992年后，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而国债占GDP的比例却快速提升。其实这些是很容易理解的。依照“人们在工作时期进行储蓄，退休以后花费储蓄”的理论，老年化和劳动力负增长后，储蓄的人少了，花费储蓄的人多了，储蓄率必然下降，国债必然增加。而根据“物质资本是报酬递减的，人力资本是报酬递增的”理论，物质资本只有依赖于人力资本才能增值，如果劳动力负增长，那么投资回报率将降低。其实如果有足够的年轻人口，没有必要保持很高的储蓄率，因为财富增值毕竟靠的是“人”，而不是“物”，比如美国的储蓄率就长期低于日本。没有足够的年轻人口，储蓄率再高也没有用。

老龄化后，一方面储蓄率降低，投资来源减少；一方面投资效率减少，投资率也必然降低，银行利率也自然下降。以前投资效率高的时候，利率也高，政府可以通过调控利率调控经济；但是今后低利率将成为常态，利率可能不再是有效调控经济的手段了。

再看看房地产。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经济如“日”中天，城市地价不断攀升（如中国前些年一样），尤其是东京、大阪等六大城市的地价自1985年起，每年以两位数上升，盛行着“地价不灭神话”。但是在1992年人口危机拐点之后，房地产泡沫破裂，地价大幅下降（见图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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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11 日本的储蓄率、投资率以及国债占GDP比例、地价指数

日本发生的事情不一定全部在中国重演，但是中国应该未雨绸缪，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

五、总结和建议

根据反映社会发展水平的各项指标综合判断，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目前的“自然生育率”只能达到1.6左右。以中国台湾和韩国为参照，即便中国大陆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将继续下降到2035年的1.1左右。

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累计只会多生一百多万人，远低于国家卫计委和翟振武课题组所预测的1000万。全面二孩累计也只会多生一千多万人，远低于翟振武和卫计委所预测的9700万；峰值出生规模只有1800万人，远低于翟振武、蔡昉课题组所预测的4995万、4700万。

从人口结构分析，中国人口危机开始爆发：2014年总抚养比止跌回升，2015年20~64岁劳动力达到峰值后开始负增长；日本、欧洲、美国都是在总抚养比拐点和劳动力拐点前夕出现经济危机。中国的劳动力/老人在2010年降至7.5，将在2021年降至4.8；从日本、美国、中国台湾、韩国的情况观察：当劳动力/老人低于7.5，经济将从8%以上的高速增长逐渐转为4%左右的中速增长；当劳动力/老人低于4.8，经济增长将进一步减速。

本报告分五种方案对中国2015—2080年的人口形势进行了展望。停止计划生育，峰值出生规模也只能在2000万左右（低于中国1986—1990年、印度近年2500万的出生水平），总人口将在2023年达到14.0亿的峰值后负增长，到2080年降至8.95亿。如果生育率能够稳定在2.1，中国人口将在2035年达到14.73亿的峰值，到2080年降至13.77亿。

我们建议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并出台有利于人口发展的政策，尽量让生育率提升到并稳定在2.1以上，既能改善近期的内需和就业结构，又能缓解今后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让中国人口和经济走向持续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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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丛书》总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导言

本书是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的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07BJY077）的研究报告进行扩展形成的。在准备出版课题研究成果时我认识到，正如课题名称所指，这一研究项目主要关注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问题，如果不对所研究的问题做学术领域方面的定位，那么课题成果本身的过于专门化会影响其被认识、被理解的程度。为此，虽然受到学术能力的限制，但我还是努力对课题所涉问题进行扩展，把“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同与其关系密切的纵向结构问题联系起来，总结了关于纵向结构研究的一些新进展，形成了本书目前所呈现的内容和结构。

我们知道，经济活动中，大多数销售是面向中间需求（向其他企业提供产品），而不是面向最终消费。比如，制造业产品的销售很少是从工厂到最终消费者的，普遍的情况是，商品从制造部门流向销售部门，包括批发商和零售商，再由批发商和零售商卖给消费者；再比如，水泥生产商向混凝土生产商提供水泥，而混凝土生产商再把混凝土提供给建筑企业；等等。这种价值链上的前后关系通常被称为纵向关系，而纵向关系的不同形态被称为纵向结构。纵向结构通常分为两种：一种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或纵向一体化企业的分拆、分解（Vertical Divestiture，Vertical separation，Vertical spainoffs）；另一种是在提供产品或服务时附加某些条件的纵向约束（Vertical Restrains）。

本书第一至八章讨论了纵向结构领域的若干专题，其中，第一章描述了纵向一体化的理论问题，第二至六章则讨论了纵向约束的理论问题。本书第七至十五章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主要研究成果，这部分内容专门讨论了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问题。

现代经济学对纵向一体化进行了多角度的考察。纵向一体化的交易费用观点，发轫于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企业的性质》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会出现在专业化的交换经济中：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理由是，价格机制的使用是有成本的，企业是在企业组织成本小于市场交易成本的情况下以内部交易取代市场交易的结果。科斯强调，当企业变得更大时，企业家才能的报酬会递减，企业内组织过程的边际成本上升；市场交易过程则要承担发现相对价格的成本——专门出售相对价格信息的企业会降低市场使用成本，但无法消除它，确定企业规模边界的关键是对价格机制的成本和企业组织的成本进行比较。威廉姆森1971年发表的《生产的纵向一体化：市场失灵方面的原因》认为，合约条款的含糊会被合约的某一方机会主义地利用，然而，尽可能清楚地界定合约条款的费用往往过高——当技术变化导致产品需要重新设计时尤其如此，而一系列短期合约的使用又不能对专用性投资形成有效激励，也无法避免机会主义者利用其先动优势，这意味着中间产品市场的失灵。此时，纵向一体化就会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而纵向一体化的本质是内部组织对市场的替代。1981年，威廉姆森发表《组织经济学：交易费用方法》一文，提出了企业效率边界假说，进一步指出，交易费用方法的根本原则是使交易治理结构与交易的基本特征相匹配，而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涉及的投资的专用程度是交易的三个关键维度。给定不确定性，如果交易频率很高而资产专用程度很低，那么市场机制在生产成本和治理成本方面相比企业组织均有优势；如果资产专用程度比较高或很高，那么市场机制的这些优势将会减弱直至消失。具体来说，如果设ΔC=企业生产成本市场生产成本，ΔG=企业治理成本市场治理成本，那么，在资产专用程度较低时，ΔC+ΔG会大于零，此时，纵向分离有优势；随着资产专用程度的上升，ΔC+ΔG会下降，当其等于零时，纵向分离或纵向一体化对企业来说无区别；随着资产专用程度的进一步上升，ΔC+ΔG会小于零，此时，纵向一体化有优势。

从转移风险的角度对纵向一体化进行考察的成果，主要包括卡尔顿（1979）对以前的关于纵向一体化的文献进行的总结。卡尔顿（1979）认为，以往的产业组织文献普遍强调的结论是，要素供给的不确定性产生了纵向一体化的激励。例如，钱德勒（1964）在讨论美国最大公司形成的理由时说：“扩张与结合和纵向一体化的最初动机并不是要通过增加了的企业资源的高效管理来降低单位成本或确保每个工人的高产出。……对确定的供应品的需求促进了纵向一体化。”其他文献也强调了这一观点，但从来没有解释为什么要素供给是不确定的，或为什么不确定的要素供给会产生纵向一体化的激励。马尔姆格伦（1961）认为，“趋于波动的活动导致价格和市场产出的波动，这些活动可被一体化和互相平衡”，当价格反应不足时，纵向一体化就会发生。卡尔顿（1979）提出，企业有一体化的激励以确保投入品的供给满足它们的“极可能的”需求，纵向一体化可以看做从经济中的一个部分向另一个部分转移风险的一种方法。

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提出的团队生产理论从产权配置角度启发了关于纵向一体化的不完全契约理论的产生。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认为，企业的本质特征在于其生产的团队性质，即某个企业成员的边际产品与其他企业成员的边际努力成正比。然而，正确评估每个成员的边际贡献的成本非常高，从而难以在企业内建立有效的以绩效为基础的激励制度，致使“搭便车”行为和偷懒行为在组织内横行。为此，必须赋予部分成员监督其他成员的权利，进一步地，为了克服监督者的偷懒问题，又必须授予监督者分享组织剩余的权利以保证其自我监督。1986年，格罗斯曼和哈特发表《所有权的成本和收益：纵向和横向一体化的理论》一文，指出，交易费用理论没有真正把握纵向一体化的本质，纵向一体化在本质上是企业为了获得剩余控制权而购买供应商资产的所有权。剩余控制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会影响事后剩余的分割，进而影响各方的事前投资决策，因此，相关各方应当权衡一体化的成本和收益，努力以最小化事前投资扭曲的方式来配置所有权。格罗斯曼和哈特（1986）揭示了由企业纵向一体化所引起的企业所有权结构的重构和由此所产生的激励问题。

纵向约束是指在价值链不同阶段经营的企业之间的交易通过签订复杂、长期、具有约束力的合约进行。与一般的买卖合同不同的是，这种合同总是包含对买卖一方或双方的限制条款。宽泛地说，只要供应链上两个层次之间的契约除了统一价格之外，还包括其他内容的条款，这两个层次之间就存在某种形式的纵向约束。

在通常意义上，纵向约束协议的形式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转卖价格维持，它是指制造商限定销售商出售产品的最低价格。第二类是地域限制，包括地区限制、排他性经销、地点条款、利润补偿等。地区限制是指，制造商限定销售商只能在某一地区销售；排他性经销是指，销售商做出只从协议商而不从其他供应商处购买产品的承诺；地点条款是指，制造商不对销售商的销售地区做出限制，但要求销售商承诺只从指定的地方进货；利润补偿是指，销售商可以在指定的属于其他销售商的地区销售，但要从经营收入中提取一定比例用来补偿被“侵犯”地区的销售商。第三类是客户限制，即选择性销售协议，销售商承诺只向特定类型的客户销售产品，或者销售商承诺不向某些特定类型的客户销售产品，比如，销售商同意不把产品卖给打折销售的其他销售商，把某些等级的客户留给制造商等。

实施纵向约束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克服双加成。斯彭格勒（1950）第一次揭示了实施纵向约束的作用——克服双加成。斯彭格勒（1950）从简单的上下游双垄断结构入手，假设在双垄断结构中制造商和零售商都是独立的垄断厂商，顺次定价，每个厂商都进行一次垄断加成，即厂商设置的价格高于其边际成本。消费者面临两次垄断加成。双垄断结构中的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都比垄断厂商纵向一体化的对应结果少。显然，由纵向分离向纵向一体化的过渡是帕累托改进的。虽然在不同的竞争程度下，双加成对“剩余”的侵蚀是有差别的，但是，只要制造商和零售商中有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双加成效应就会存在，而实施纵向约束就会使这种状况得到改善。

第二，避免零售商之间的恶性竞争。零售商的价格行为往往具有战略替代性。零售商之间的可替代性越强，恶性竞争的问题就会越严重。恶性竞争不仅会损害零售商的利益，而且会损害制造商的利益。有时纵向约束的实施就是为了避免零售商之间的恶性竞争的发生。

第三，避免制造商之间的恶性竞争。制造商的价格行为通常也具有战略替代性。与零售商之间的恶性竞争类似，制造商的可替代性越强，恶性竞争的问题就会越严重。有时纵向约束的实施就是为了避免制造商之间的恶性竞争的发生。

第四，阻断零售商“搭便车”的通道。泰尔瑟（1960）提出，在没有约束合同时，某些零售商可以在不付出任何促销努力的情况下，通过搭其他零售商的促销活动的“便车”而提升自己的销售业绩。零售商广泛存在的“搭便车”动机会弱化促销活动的激励，广告、商品展示等具有明显溢出效应的促销行为，都存在严重的“搭便车”现象。还有，如果消费者都相信信誉良好的零售商所销售的商品是高质量商品，那么，信誉一般的零售商销售信誉良好的零售商所销售的商品，也会因为搭上了“便车”而获得好处。“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会导致零售商不愿意进行长期投资来建立自己的声誉。在“搭便车”广泛存在的情况下，采用纵向约束往往是制造商的选择。

第五，阻断制造商“搭便车”的通道。马维尔（1982）、斯蒂厄（1983）分析了制造商拒绝进行某些最优投资的原因，并将其归结为制造商的“搭便车”现象。制造商为了提高销售额，会向零售商提供帮助，比如提供潜在消费者信息、进行销售培训、为零售网点建设提供融资等。与零售商“搭便车”的情形类似，这些服务也具有正的溢出效应，其他制造商也会因此受益。这种“搭便车”现象的存在同样打击了制造商在这些方面的投资热情。这时就会出现通过实施纵向约束来阻断“搭便车”的通道的情况。

第六，影响零售商的位置选择。迪克西特、加利尼和温特（1983）以及瓦特森（1988）分析了纵向约束的另外一个作用——影响零售商的位置选择。确定位置是零售商面临的重要决策事项。对零售商而言，最优位置应该既可以保证得到尽可能高的短期利润，又能够排斥新零售商进入从而获得尽可能高的长期利润。这种决策有的时候会与制造商的利益不一致。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制造商会通过纵向约束来影响零售商的位置选择。

如上所述，传统文献中研究纵向约束的“制造商—零售商”分析框架，主要讨论制造商利用市场势力向零售商施加各种纵向约束的情况。然而，随着分销领域业态的不断进化，零售商日益规模化、连锁化，加上买方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型零售商已逐渐成为产业链中的主导企业，并进而对制造商采用各种纵向约束手段。

本书第七至十五章不仅建立了大型零售商的双边市场特征与现代零售商系统的网络产业特征之间的联系，而且运用“接入定价的拉姆齐价格”框架，在理论上界定了零售商买方势力的经济学性质：通过考察消费者和供应商对零售商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对零售商的偏好强度的变化，证明了零售平台收费的价格水平会伴随着竞争激烈程度的提高而不断逼近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与此同时，这一结论为政府对大型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行为进行有效规制提供了一套新的、基于双边市场特征的理论依据。

本书第七至十五章的主要观点和学术价值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伴随着连锁经营方式的兴起，大型零售商向上游制造商收取通道费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商业规则。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通道费的定义为：供应商或生产商为使自己的产品进入零售商的销售区域并陈列在货架上，而事先一次性付给零售商的费用。上海市《关于规范超市收费行为的意见》提出，超市收费是指超市在商品定价之外向供货商直接收取，或从应付货款中扣除，或以其他方式要求供货商额外负担的各种费用。可见，通道费只是供应商为进入超市卖场这些零售终端而支付的一系列费用的总称，包括一次性支付的进场费和按销售额一定比例支付的费用。

第二，制造商对产品差异化战略的广泛运用，是致使其在与零售商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一直以来，零售商的职能被界定为“媒介商品交换”，这种界定概括了零售商承担的产品分销职能，反映的是生产商主导零售商的理念。然而，随着制造商出于增强自身市场势力的目的，越来越多地运用产品差异策略来压缩或减小消费者的需求弹性，单个制造商追求的产品差异度越来越被过于广泛的产品差异所淹没，差异化产品越来越难以在铺天盖地的“差异渲染”中被识别出来，于是现代意义的大型零售企业应运而生：零售企业通过陈列众多的差异化产品，在差异化产品的相互比照中展示产品差异，发挥提高交易频率、增加交易对象、扩大交易范围的市场创造作用，提高了商品分销和纵向结构的效率。这样，大型零售商演变为双边市场中的交易平台，成为制造商展示商品的有效媒体，众多光顾商店的顾客成为商品展示的受众。因而，大型零售商的盈利模式也由通过销售商品盈利转变成作为平台企业向两边用户——制造商和顾客——提供服务而获取收益。

第三，作为双边市场交易平台的零售商具有与传统单边市场的零售商不同的“交叉网络外部性”特征。（1）传统网络外部性来自同一侧用户的需求方规模经济，而双边市场的这种网络外部性主要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另一侧用户数量，是一种具有“交叉”性质的网络外部性。这意味着，制造商进驻零售卖场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光顾零售卖场的消费者的规模；同理，消费者光顾零售商的需求主要取决于进驻零售商铺的制造商的数量。（2）作为双边市场交易平台的大型零售商，之所以向供货商而不向消费者收取额外费用是因为，供货商相互竞争，其产品的差异性无法通过中小零售商的服务行为得到显示，不得不向大型零售商缴费以获取销售资源。同时，大型零售商是零售服务市场上的主导性厂商，面对着众多从属性中小零售商对消费者的争夺，因而采取对消费者不收取额外费用的方式，以吸引其参与平台并进行交易。这样零售商交易平台就形成了为消费者一方提供低价甚至免费服务，相应地向供货商一方收费以弥补运营成本的盈利方式。

第四，收取通道费不影响纵向结构的效率。通道费价格的制定和协调是通过不同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实现的，其高低与供应商的准需求弹性负相关。在零售商之间存在平台竞争时，零售商相对于供应商的影响力越大，供应商的需求弹性就会越小，相应的零售商收取的通道费就会越高。对于同一个零售商，供应商产品的品牌越知名，品牌对零售通道的需求弹性就会越大，零售商收取的通道费也就相应地越低。通道费的背后，实际上是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正常交易行为：零售商运用自己的流通资源，为供应商产品创造进入市场的规模化通道，而供应商则必须为进入这种现代化流通通道支付“市场费用”。部分供应商认为，通道费会造成零售价格上升、产品质量下降、创新和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减少、中小制造商的利益受到损害等问题，但是，有关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这些质疑，即，没有证据表明竞争环境会因为收取通道费而受损。

零售商作为连接供应商和消费者双方的交易平台，能根据市场竞争状况、网络外部性强度及商品特征对通道费进行调节，以形成较低的零售价格和较高的市场销量，具有增加消费者福利的作用。通道费问题具有双边市场特征，交叉网络外部性和用户需求的联合性限制了零售商滥用买方势力的能力。在双边市场中，任何想从单边需求方获取超额利润的策略都将会导致自我毁灭，这是因为，一方面，过高的通道费降低了供应商对零售渠道的需求；另一方面，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供应商数量的减少又将使光顾零售商的消费者数量减少，最终导致零售商的交易量大大降低。如国美与格力的进场费风波、苏宁与神舟的决裂事件均迫使家电零售商加强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以零进场费、费用合理化和供应链管理等方式降低通道费用。

第五，相关部门采取的经济规制应该合乎经济理性。《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失败的表现主要不是未能实现规制目标（规制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没有经过充分讨论，因而也未明朗化），而是在以下三个方面：（1）这样一种经济规制方式不合乎经济理性，规制本身是对通道费自发调节机制的破坏；（2）这样一种经济规制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零售商的规模经济性，扰乱了零售业的市场秩序；（3）正如巫景飞、李骏阳（2008）所提出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实施过程还会遇到执行成本过高、监管难度过大等方方面面的困难。

第六，作为一项规制，《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应该尽快退出。大型零售商的相对优势地位的形成，是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商品流通发展的规律使然。现代流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就是，一方面大型垄断生产企业通过控制中小零售商或设置自己的销售机构，确立自己的渠道主导权，从上游控制流通；另一方面，大型垄断零售企业通过培育自有品牌控制中小供应商，确立自己的渠道主导权，从下游控制流通。供过于求的市场格局使大型零售商取得了优势地位，不断增加的新产品则进一步增加了大型零售商运用这种优势的机会。商品争夺消费者的竞争背后是众多供应商争夺销售市场，直接表现为争夺大型零售商的竞争。大型零售商决定给哪些供应商提供销售货架以及提供多少、怎样提供。在这样的背景下，通道资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这类经济性规制政策应尽快取消。我国零售产业的市场集中度虽有提高，但相对仍然很低，这意味着，我国零售业的发展应该以促进为主，鼓励零售企业做大做强，组建大型零售企业集团和区域零售龙头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效率提升，而非实行过于严厉的反垄断政策。

第七，大型专业零售商的通道费偏离了拉姆齐最优价格结构，是对其实施经济规制的基本要件。大型专业零售商之所以能够独立于非专业零售商而存在，是因为耐用品消费的网络效应。同时，与大型非专业零售商的情况不同，大型专业零售商经营的商品品种相对较少，品类规格相对简单，因而，在对大型非专业零售商实施《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过程中遇到的执行成本过高、监管难度过大等困难，对大型专业零售商而言不复存在，对大型专业零售商进行相应的经济规制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所以，我们主张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以后，推出针对大型专业零售商的纵向约束行为的规制措施，一方面提高纵向结构的效率，另一方面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第八，本书的相关研究揭示了具有弱自然垄断行业特征的大型非专业零售商收取通道费时的定价原则，并将这种分析进一步扩展到大型专业零售商的情形，细致地描述了两类零售商的通道费制定过程中的非对称价格结构的形成过程。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已有的文献大多运用为分析单边市场而构造的理论和模型。用这种处理方法来研究纵向结构关系是不恰当的，因为仅考虑一种纵向市场结构和一个关键假设，忽略了纵向市场结构以及其他假设的变化对纵向约束行为的均衡结果的影响。本书系统地提出了有理论支撑和可操作性的公共政策建议。《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不分情形地限制大型非专业零售商收取通道费，是对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破坏，不合乎经济理性。我们认为，这类经济性规制政策应尽快取消，同时，在经过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以后，推出针对大型专业零售商的纵向约束行为的规制措施。

岳中刚、孔群喜是本课题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他们为课题成果的取得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章　纵向一体化

一个在产品生产或服务中参与多于一个前后相继的生产或分销环节的企业被称为纵向一体化企业。非纵向一体化企业则只能向其他企业购买它们生产或分销过程中所需要的投入或服务。一个非一体化企业可能会和与它达成交易的企业签订长期的约束性合约，不仅写明价格，而且列明涉及其他行为的条款或方式。非价格条款的合约约束被称为纵向限制（或约束）。例如，垄断制造商通过限制销售区域、设定存货规模，以及合法设定它们所收取的最低零售价格来限制分销商。


第一节　纵向一体化概述

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销过程中，如果一个厂商参与了其中两个以上的相继阶段，就称为纵向一体化（Vertical Integration），也称为垂直一体化，它包括后向（上游）一体化和前向（下游）一体化，该企业被称为纵向一体化企业。在现代产业组织理论和相应的企业理论中，纵向关系问题的研究也逐渐成为重点和热点。

科斯（1937）认为：“当先前由两个或多个企业家组织交易变成由一个企业家组织交易时，便出现了联合。当所涉及的先前由企业家之间在市场上完成的交易被组织起来时，这便是一体化。”施蒂格勒（1968）认为，兼并未必是反竞争，兼并企业的高利润未必是垄断定价的结果，而完全有可能是高效率的结果。威廉姆森（1980）着重指出，纵向一体化使市场交易变成了企业内部交易。波特（1980）认为：“纵向一体化是指在某一个企业范围内把技术上不同的生产、分销以及其他经济过程结合起来。”张五常（1983）指出，市场和企业无本质差别，只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企业不仅是节约交易成本的产物，而且是一种市场关系。Masten（1989）发现，资产专用性对一体化的影响并不局限于物质资产，对高度特定的人力资本投资的需要也促进了纵向一体化。

戴维斯（Davis，1987）也认为，现有垄断者的相互依存，并不反映市场支配力的扩展。克拉克森（1996）认为：“当兼并是在相互买卖投入和产出的两个厂商之间发生的时候，这种兼并就是纵向一体化……关于纵向一体化的一般定义，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种厂商的行为，这种厂商在某一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占有诸多不同的连续阶段。”格罗斯曼和哈特（1996）将纵向一体化定义为：“纵向一体化是购入某一供给者（或购买者）的资产，其目的在于获得剩余控制权。”泰勒尔（1998）指出：“如果上游企业（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其所在的纵向结构中所做出的全部决策，我们就说它是纵向一体化的。”Avellel和Barlet （2000）将纵向一体化定义为：一厂商参与超过一个的连续生产阶段或产品与服务的分配阶段，即可称为纵向一体化或部分纵向一体化。布伦南（Brennan，2001）认为，垄断是对单一厂商或厂商群体的市场支配力（Market Power）的定义，而市场支配力是厂商无须顾及独立的替代产品供给商的竞争而将价格提至高于竞争性水平的能力。

与国外学者相比，国内学者也对纵向一体化做出了各种视角的界定。孙经纬（1997）认为：“纵向一体化是指在技术上可分离的两个或多个生产阶段集中于一个企业中或者说被置于统一所有权之下的一种合并模式，包括向后（上游）一体化和向前（下游）一体化。”孙天琦（1999）认为：“纵向一体化是指企业向其投入品产业或以其产品作为投入品的产业的扩张，其中向以其产品作为投入品的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叫做前向一体化，而向其投入品产业的纵向一体化叫做后向一体化。”李元旭（2000）认为，纵向一体化指的是在生产工序上处于上下游关系的两个企业的合并。

刘洋（2002）认为：“如果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销过程中，一个厂商参与了其中两个或以上的相继阶段，那么这种模式就称为纵向一体化（也称为垂直一体化），包括后向（上游）一体化和前向（下游）一体化。”金琣（2004）指出，如果一个厂商在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分销过程中参与了其中两个以上的相继阶段，那么这种模式就称为纵向一体化。郑长军和陆盛德（2005）利用GH模型的扩展模型探讨了上下游各自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度对纵向一体化的影响。雷小清（2005）发现一体化始终导致消费者福利上升而不受市场占有率的影响，但一体化使厂商的总利润增加要在市场占有率较高时才能实现。邱少春、崔兵（2006）认为：“纵向一体化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连续生产阶段，或者将生产和销售阶段结合到一个共同的所有权的支配下的活动。”田青（2006）认为：“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或联合，在产业链全流程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建立产业链优势，又可以称为垂直一体化。”


第二节　纵向一体化模型
[1]



一、模型介绍

我们可以通过建立相关模型分析纵向一体化。假设有个行业包含一个上游市场和一个下游市场两个连续寡占市场，在上游市场中，每个企业以标准化为零的边际成本生产中间产品。上游企业将中间产品卖给下游生产最终产品的企业，下游企业将中间产品以一一对应的方式零成本地转换为产出。

两个市场是自由进入市场，但是所有进入上游市场的企业必须承担固定的生产准备成本Fu
 >0，同时所有进入下游市场的企业必须承担固定成本Fd
 >0。进入每个市场的企业的数量是内生的，我们把上游企业的数量指定为m，把下游企业的数量指定为n。为简化分析，我们假定企业数量n和m为连续变量。这意味着，在均衡状态下，每个企业扣除成本后的利润为零。上游企业i以每单位价格ri
 （i∈（1，…，m））把中间产品出售给下游企业；同样，我们定义下游企业j以价格pj
 （j∈（1，…，n））售出最终产品。

首先分析下游市场。我们可以用类似于salop（1979）的模型来模拟下游市场：有一个连续的消费者群体均匀地分布在一个单位圆内，一个处在坐标z处的消费者购买企业j的产品需要承担的总费用为pj
 +td
 （z－zj
 ）2
 。我们假设消费这个商品的总效用足够高，因此所有消费者均会购买在所考虑价格范围内的商品。如果消费者没有购买他最偏好的种类，那么td
 （z－zj
 ）2
 指的是一种消费者所承担的无效用的情况。同时这n个下游企业是等距离地分布的，因此在企业j与j+1之间的边际消费者分布在从企业j开始的zm
 的距离内，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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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分析上游市场。我们再次运用salop圆周使上游企业等距离地分布，而上游市场产品的购买者是下游企业，然后我们再来分析作为上游市场消费者的上游企业的分布情况。当从上游企业i购买产品时，下游企业j需为中间产品承担的成本为每单位rj
 ，此外还有已知的固定成本tu
 （Xi
 －Xj
 ）2
 ，式子中tu
 指的是上游市场的运输成本，（Xi
 －Xj
 ）2
 是在上游市场的企业i与企业j之间的最短弧长。这些固定成本反映了中间产品生产者——企业i——是如何满足最终产品生产者——企业j——的需求的。例如，企业i的特殊产品需求也许并不完全适合企业j的技术要求，因此企业j必须承担变换相应机器的费用。与下游市场相对应的是，上游市场的购买者并不是一个确定数量而是一个连续变量，而这可能会导致上游企业的需求曲线并不连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假设当上游企业i决定中间产品价格时并不知道上游市场中下游企业的具体位置，相反，它预期下游企业是均匀地坐落在上游市场圆周的每个点上。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需求函数可看做连续的。这个函数包含了一个概念：上游市场提供的中间产品可以满足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要求，所以企业i不确定下游企业是购买它所生产的产品还是购买其竞争对手的产品。

此外，我们还假设当选择供应厂商时，每个下游企业都知道自己在上游市场的位置，但无法观察到其他下游企业的位置。相反，一个上游企业预期每个下游企业都是均匀分布在上游的圆周上的。产生这一现象的一个明显原因是，一个企业通常并不能准确地知道它的竞争对手的生产技术水平，因此就无法知道最符合需求水平的投入量。这个假设还意味着在上游市场中的下游企业是独立地位于下游市场中，这表明在上游市场中的下游企业所处位置的不同是源于技术水平的不同，同时上游市场中的下游企业的选址的不同还源于所生产的产品的种类不同或地理距离的差距。由该假设所得出的结论为：一个下游企业并不能觉察到投入品供应商从下游厂商的竞争对手那里的购买情况，所以它不知道其投入价格。因此，在观察了下游价格矢量r的情况下，下游企业j在从供应商i那里购买商品时就可以预期到自己的利润，用E[image: ]
 表示。因此，企业j从供应商i处购买商品时可得的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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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下面的三阶段博弈：在第一阶段，大量厂商能够分别以固定生产准备成本Fu
 和Fd
 进入上游或下游市场，并对称分布在相对应的市场上，位于下游的厂商如同位于上游市场的消费者一样，其分布也是不确定的，二者都将以平均概率分布在整个圆周上；在第二阶段，上游厂商制定价格为ri
 ，之后下游企业了解到它们在上游市场中的位置并选择它们偏好的中间产品供应商，但它们并不能了解到所有下游竞争对手的位置；在第三阶段，下游企业在下游市场确立了市场价格。

二、模型的均衡

在这一部分，我们将阐述三阶段博弈的结论，并用逆向归纳法来处理这个博弈问题。

1.下游市场

在第三阶段，每个下游厂商决定它的最终产品价格，已知n、m和上游价格矢量r。当确定价格pj
 时，下游厂商j并不了解它临近的两个企业是从哪个上游厂商那儿购买中间商品的，所以它不能确定其投入价格。因为投入价格能够影响最终产品价格，所以从不同上游厂商那儿购买商品的下游厂商可能会制定不同的最终产品价格。但是，在均衡状态下，厂商j是知道其竞争对手的预期投入价格的。在均衡状态下，所有竞争者面临着同样的投入价格，于是，它们会经过协商制定相同的产出价格，这种情况下也可以知道预期投入价格。因此，厂商j从上游厂商i那儿购买投入产品时的预期收益（总固定成本）可以写成如下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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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这些价格（pi
 值）代入各自的收益函数中，可得出由变量ri
 和qi
 决定的所有下游厂商的预期收益。由于概率值是下游厂商的收益函数，因此我们也可以通过将收益值代入（1—1）式得出概率值。我们已经解决了第三阶段的问题，接下来继续研究第二阶段，即上游市场的问题。

2.上游市场

生产成本等于零，上游厂商i的利润可以写成它正好全部出售给一个下游厂商的概率与它的收入的乘积，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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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把相应的表达式替代为我们在第三阶段所得出的yi
 和qi
 ，并得出（1—3）式中ri
 的最大值。因为所有上游厂商的收益函数都是相同的，因此得出的等式是平衡的，同时我们可以把上游产品的价格用如下简明的式子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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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状态下可以将上游产品的价格代入下面的公式，从而得出下游产品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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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决策

上游厂商和下游厂商的均衡数量（分别记为n*和m*）可以由零收益状态下的上游市场和下游市场决定。将均衡价格代入收益函数当中，那么厂商数量n和m可以由以下两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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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设Fd
 和Fu
 可以确保至少有两个厂商能够进入各自的市场中。我们现在用上下游厂商的等利润曲线来分析，以检验均衡是否是唯一的。对于下游厂商，等利润曲线的斜率可用下式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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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下游厂商的数量增长和上游厂商的数量增长保持着均衡。如果上游厂商的数量增长，那么下游厂商可以从更低的投入品价格中获益，而且可以预期到，它们与最近的上游厂商交易的距离会更短。因此，更多的厂商会进入下游市场。我们注意到下游市场的零收益状态能够通过大量上下游厂商的例子来实现，同时也可以通过极少量的厂商来实现。

对于一个上游厂商，等利润曲线的斜率可以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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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下厂商的进入是不确定的，通过（1—9）式可以看出，当产出不确定的时候进入市场是不利的，如果这个式子是反向适用的话，则进入市场对厂商是有利的。产生这种不确定情况的原因是下游厂商的数量对上游厂商的利润会产生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因为下游厂商间是相互竞争的，所以有大量的下游厂商表明在产出市场有大量的边际消费者。如果一个上游厂商降低它的产品价格，那么下游厂商从这个上游厂商那儿购买产品的数量就会增加，产品数量增加得越多，下游市场就会存在越多的边际消费者。因此，每个上游厂商都有更强的动机去降低产品价格，这种激烈的竞争会降低整个上游市场的利润。

另一方面，因为存在大量的下游厂商，所以每个下游厂商都面临着大量的潜在购买者。一个上游厂商在出售商品给多个厂商时会通过价格折扣的方式来调整潜在需求量。在某些情况下，产品市场中的购买者可能临近两个厂商，因此降价行为可能不会增加两个购买者的边际需求。如果下游厂商的数量增加，那么降价的动力就会受到抑制。总的来说，在第二种情况下，影响的大小主要是由下游厂商的多寡决定的，厂商的数量越多，竞争越激烈，厂商的利润就越会受到不利影响。因此，下游厂商的数量（m）在上游厂商的数量（n）较小的情况下会增加，在上游厂商的数量（n）较大的情况下会减少。因此，对上游市场来说，在上游厂商的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无论下游厂商的数量是大还是小都可以实现部分均衡（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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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公司的均衡数量（n*与m*）

图1—1中这种非单调的曲线Iu
 表明可能存在多重均衡，这种多重均衡会在两条函数曲线的多次相交中产生。然而，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因此，这种均衡情况是唯一的。



注释


[1]
 模型来源于Markus Reisinger，Monika schnitzer，“A Model of Vertical Oligopolistic Competition”，Munich Discussion，2008（8.）


第三节　纵向一体化的案例

一、宝钢集团
[1]



1.案例概况

宝钢始建于1978年12月23日，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之一。宝钢是我国钢铁品种规格最齐全、高附加值产品份额最大和先进技术含量最高的钢铁企业。

目前宝钢的钢铁生产规模约为2000万吨，但炼钢厂所用的铁矿石有95％需要从国外进口，所以受国际铁矿石价格波动的影响很大。因此，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宝钢集团实施了一系列针对上游的纵向一体化策略。宝钢集团于2003年通过参股中国有色金属巨头金川公司，确保了镍原料的稳定供应，同时又通过与多家世界知名船东签订长期运输协议，强化了运输能力。如2003年12月23日，宝钢集团和日本新日铁株式会社以及法国安塞乐公司合资兴建了拥有1800毫米冷轧生产线的汽车用钢板生产厂，通过合资建厂的方式，宝钢集团汽车钢板的技术创新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2004年，宝钢与平煤集团合资组建河南平宝煤业公司、上海宝顶能源公司，确保了煤炭资源、动力能源的稳定供应；2005年，宝钢集团获得澳大利亚矿业公司100%的股权、宝华瑞矿山有限公司50%的股权，成为国内少数几家在海外拥有自己的矿山的钢铁企业；2007年，宝钢集团控股新疆八一钢铁集团，其重要意义在于掌控八一钢铁集团的铁矿石资源；2009年10月28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与澳大利亚阿奎拉矿业公司（Aquila）签署股权合作协议，宝钢以现金2.85亿澳元（约合人民币16.5亿元）收购阿奎拉15%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

宝钢集团通过一系列的战略措施，推动与上游供应商的一体化，既保证了矿石原料的稳定供应，又降低了进口矿石原料的成本，在同行业竞争者中具备了较大的竞争优势。

2.理论依据

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视角对纵向一体化企业进行了研究，但这些企业都是以提高企业竞争实力和提升企业利润为目标的。从单一企业的角度看，纵向一体化指多个连续的生产阶段被组织到一个所有权的控制之下的活动；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纵向一体化指企业参与了链条中两个以上的相继阶段。因此，所谓的一体化战略，就是在纵向产业链上的发展战略，其核心是企业涉足产业链上两个以上的环节。一个产业的特征和结构状况决定着该产业领域是否适合一体化发展，而企业的资源和能力状况则决定着其是否能够实施一体化战略。

3.实施纵向一体化的动机

从国家宏观角度来看：（1）我国铁矿石资源不足。第一，资源的数量不足。我国虽然是一个资源大国，但国内的铁矿石仍然满足不了我国钢铁企业生产的需求。据统计，我国每年进口的铁矿石占总的铁矿石需求的一半以上。第二，资源的质量不足。我国的铁矿多是贫矿，据统计，我国贫矿的储量占到铁矿石总储量的80%左右。（2）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对钢铁的长期需求稳步增长。出于保证经济稳定增长的考虑，我国需要保证铁矿石的稳定供应。我国经济仍然处于发展时期，许多行业（比如建筑、汽车、造船、机械、家电等）都以钢铁作为部分原材料，而这些行业（尤其是建筑业和汽车业）大多是我国的支柱产业，处于稳步增长时期，这些行业的增长也必然会拉动对钢铁的需求。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1）确保铁矿石的长期稳定供应。由于国际三大矿企——澳大利亚力拓、必和必拓和巴西淡水河谷集团——控制了国际上大部分铁矿石贸易的市场，为了确保铁矿石的长期稳定供应，少受或免受三大矿企对铁矿石价格的控制，宝钢集团有强烈的并购上游矿企的意愿。（2）实现多元化经营，降低企业整体风险。宝钢集团入股阿奎拉矿业公司后，可以分享铁矿石涨价的收益，这可以弥补钢铁主业的业绩下滑。而当铁矿石价格下跌时，钢铁企业可以通过钢铁主业盈利的增加弥补铁矿石业务业绩的下滑，这样可以使铁矿石开采和炼钢的经营风险相互抵消。（3）增强市场势力。由于我国近年来钢铁生产供过于求，钢铁企业的数量巨大，各企业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许多中小钢铁企业纷纷转向其他产业，行业处于微利时期。在这种行业背景下，并购海外矿山企业、实现纵向一体化可以增强宝钢的市场势力，从而使宝钢在非常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仍然能够保持竞争优势。

4.实施纵向一体化战略的影响

宝钢集团实施了对上游企业的并购一体化战略，对企业绩效产生了许多积极影响。

（1）保证了原材料供给的稳定性。在原材料方面，钢铁企业实施与矿山纵向一体化的战略可以确保铁矿石的长期稳定供应，从而减弱铁矿石涨价对钢铁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影响。

（2）保证产品销售的稳定性。钢铁企业实施与下游企业前向一体化的战略，可以保证产品销售的稳定性，从而保证钢铁企业盈利的稳定性。在我国目前钢铁总体产能过剩的背景下，钢铁企业与下游企业前向一体化，在生产时产量就可以视下游企业的需求而定，从而减少企业的存货成本和生产资源的闲置与浪费，这样可以提高钢铁企业的盈利能力。

（3）降低交易成本。首先，钢铁企业通过与上下游企业的纵向一体化可以减少信息搜寻成本。其次，可减少钢铁企业的议价成本。钢铁企业在采购原材料、销售产品时需要与原材料供应商和下游企业进行价格谈判，而这往往需要花费较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钢铁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后，可以降低价格谈判的成本。

（4）增强企业的市场势力。钢铁企业可以通过与主要的原材料供应商一体化来获得对原材料的控制权，从而获得相对其他钢铁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钢铁企业也可以控制下游行业，从而影响其他企业的销量，获得竞争优势。宝钢集团通过对上下游的纵向一体化战略，拥有了钢铁行业上游的煤化工业、资源开发及物流业和下游的钢材延伸加工业等业务板块，从而拥有了钢铁行业上游、中游和下游完整的产业链，通过对整个钢铁产业链的控制，对下游行业拥有了一定的定价权。

5.结论

通过宝钢集团的一体化进程案例，可以看出钢铁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对企业绩效的提高有较大的积极作用，因此钢铁企业实行纵向一体化将有利于我国钢铁企业的发展。

在政策方面，首先，政府应该鼓励钢铁企业并购海外矿山，制定鼓励钢铁企业实行海外并购的产业政策，使我国钢铁企业通过并购海外矿山来增强在铁矿石价格方面的话语权。其次，政府应鼓励钢铁企业向下游产业链延伸，通过前向一体化获得新技术，提高现有的钢铁冶炼技术水平，从而推动钢铁行业整体技术进步。

二、东星国旅
[2]



1.概况

东星国旅，作为一家兼营旅游、运输和餐饮服务的集团公司，一直在同行业中处于领导地位。1993年，东星旅游公司成立，企业在成立之后一直坚持实行多元化与一体化的战略。2003年，东星国旅收购汉口国旅，获得出境旅游组团资格。随后，东星国旅又开始了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并购行动。2004年，东星进一步将业务向上游拓展，投资14500万元买断钟祥市客店镇水没坪和黄仙洞、明显陵等旅游景点40～50年的经营权。2005年6月，东星进一步推进一体化进程，在得到了民航总局的批文之后，租借和采购了20架空中客车的民用飞机，成立了东星航空公司。然而，在2009年，作为中国首家民营航空公司的东星公司，却由于巨额的亏损，在重组失败后最终宣布破产。航空公司的破产又进一步引起了东星集团的主营业务（旅行社业务）量急剧下降，遍布全国的经营网点大面积萎缩，人员大量流失。至2009年8月，东星公司已累计欠债10682万元。其中，拖欠银行贷款7068万元，单位款项1161万元，个人款项2453万元。

2.理论依据

旅游企业的纵向一体化是企业沿产业链在两个可能的方向上扩展现有经营业务的一种发展战略，它包括前向一体化和后向一体化。前向一体化战略是旅游企业自行对本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做进一步深加工，或者进行资源综合利用，或者通过建立自己的销售组织来销售本公司的产品或服务，如旅游景区向旅行社业务拓展。后向一体化战略则是旅游企业自己供应生产现有产品或服务所需要的全部或部分原材料或半成品，如旅行社向住宿业务拓展。就旅游业而言，常见的纵向一体化是旅游景区、旅游饭店等向旅行社拓展。东星集团的主营旅游业务是旅行社，其2003年向旅游交通领域、2004年向旅游景区领域以及2005年向航空业务拓展的行为，都属于由旅游产业链前端的旅行社领域向上游的业务领域拓展。因此，东星集团采用后向一体化战略作为企业的发展战略。

3.纵向一体化失败的原因

纵向一体化作为企业竞争行为的一种可以为企业带来很多的优势，其中包括经济性、确保供给和需求、削弱供应商或顾客的价格谈判能力和提高差异化水平。

然而，纵向一体化战略的实施也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同时企业必须承受一些代价：（1）承受风险。纵向一体化会使企业在行业中的投资增加，提高了企业的退出壁垒，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商业风险，有时甚至会使企业无法将其资源调往更有价值的地方。由于在所投资的设施耗尽以前放弃会使投资成本很大，所以，纵向一体化的企业不得不承受更大的风险。（2）付出成本。纵向一体化迫使企业依赖自己的场内活动而不是外部的供应源，而这样做所付出的成本可能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比外部的供应源还昂贵。因而，纵向一体化的条件就是，通过纵向一体化节约的交易费用应高于纵向一体化所导致的组织成本的上升。

就旅游行业而言，旅游景区、旅游饭店的资本相对雄厚，抵御风险的能力相对较强，这些组织向下游的旅行社拓展所需资金较少，风险较低，而处于旅游产业链下游的旅行社向饭店、景区、交通等上游领域拓展，所需的资金更加庞大，面临的风险也就更大。东星集团在向旅游交通、景区等领域拓展时，不仅需要占用大量的资本而且风险很大，特别是在内部财务状况不佳时。2005年旅行社连员工的工资都不能及时支付，却仍然实施了飞机采购这样需要庞大资本支持的计划，这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增大了企业的经营风险。

同时，东星在拓展航空业务后，内部管理混乱，经营成本、财务成本高昂，不仅没有获得预期的经济收益，反而使集团的财务状况面临困境，使发展势头良好的旅行社业务遭受影响。在既无雄厚的财力支持，又对航空业务不甚了解的情况下，东星集团贸然向资本、技术双密集型的航空业务拓展，显然没有经过慎重考虑与相关评估。在巨大的经营成本压力下，企业无法偿还巨额债务，最终导致破产。

4.总结

一个企业是否对其供应商进行一体化，应该根据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专业化有效水平来决定。企业应当充分考虑一体化、进入壁垒、竞争程度与市场规模的关系。在一体化过程中，一个企业的资产规模能否承受一体化带来的成本攀升的压力尤为重要。一般而言，旅游业的前向一体化比后向一体化面临的风险更小，因而更加常见。东星集团的破产告诫我们，后向一体化投资高、风险大，下游企业应在充分考虑市场环境和企业自身规模和经营状况的情况下谨慎决策。



注释


[1]
 案例来源于李怡霄：《钢铁企业纵向一体化对企业的绩效研究》，大连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2]
 案例来源于詹丽、邓念梅、黄蓉：《〈旅游经济学〉教学案例：东星集团的纵向一体化与东星航空的破产》，载《三峡大学学报》，2011（12。）


第四节　关于纵向一体化的司法实践

一、欧盟

《罗马条约》第85条和1962年第17号条例做出了关于纵向限制竞争的规定，《罗马条约》第85条第1款在原则上禁止所有限制竞争的企业协议、企业集团的决议以及协调行为，前提条件是这些协议、决议或者协调行为会损害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且是以妨碍、限制或者扭曲共同体市场的竞争为目的的，或者能够起到这样的效果。

《罗马条约》第85条规定：“（1）下列事项因与共同体市场不相容而被禁止：企业之间的一切协议、企业之间做出的决定和协同一致的经营行为，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并具有阻止、限制或扭曲共同体市场内的竞争的目的或者效果，特别禁止下列事项：（a）直接或者间接固定成本或者销售价格或者其他任何交易条件的；（b）限制或者控制生产、市场、技术发展或者投资的；（c）分享市场或者货源的；（d）在相同的交易条件下对交易对象适用不同的交易条件，因而置其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的；（e）要求对方当事人接受与合同标的在本质上或者商业惯例上无关的附加义务，作为签订合同的前提条件的。（2）任何依照本条规定被禁止的协议或者决定自始无效。（3）企业之间的协议、决议或协同一致的行为，有助于改进生产或者分销产品、促进技术或者经济进步，同时使消费者获得相当程度的实惠，并且有关限制对达到上述目标不可或缺，有关企业没有排除竞争可能的，则第1款不适用。”

但在《罗马条约》第85条的解释中，有关欧盟委员会对合并和联营交易进行控制的内容有许多未予以明确，其结果是，一旦有疑问，企业往往需要向欧盟委员会纵向一体化法律问题研究员会进行咨询。通过这种方法，欧盟委员会对合并交易取得了事实上的广泛控制权，《合并控制立法》因而最终于1989年通过，并于1990年生效。

二、美国

美国与欧盟一样，对纵向一体化没有专业的论述与研究，但相关的理论如纵向协议等可适用的法律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谢尔曼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以及相关州的法律。

《谢尔曼法》第一条规定：“任何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共谋来限制州际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或商业的契约都是非法的。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或从事上述联合或共谋，都是严重犯罪。如果参与人是公司，那么将处以100万美元的罚款；如果参与人是个人，那么将处以不超过100万美元的罚款或处以1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三年以下监禁，或由法院酌情同时实施两种处罚。”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规定：“依照本法，商业领域的不公平竞争方法和不公平做法或欺诈行为，均视为非法。它可以作为适用于纵向协议的依据。”

美国对纵向协议一直没有严厉对待，但对限制竞争的纵向协议的分析方法却越来越精细。

三、中国

《反垄断法》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1）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2）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3）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本条是对纵向垄断协议类型的规定。”

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集中是指下列情形：（1）经营者合并；（2）经营者通过取得股权或者资产的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3）经营者通过合同等方式取得对其他经营者的控制权或者对其他经营者施加决定性影响。”

第二十八条规定：“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应当做出禁止经营者集中的决定。但是，经营者能够证明该集中对竞争产生的有利影响明显大于不利影响，或者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做出对经营者集中不予禁止的决定。”

第三十一条规定：“对外资并购境内企业或者以其他方式参与经营者集中，涉及国家安全的，除依照本法规定进行经营者集中审查外，还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国家安全审查。”


第二章　转售价格维持

转售价格维持行为是指制造商或批发商等处于交易关系上游的经营者（以下简称“上游经营者”）销售商品给批发商、零售商等处于下游的经营者（以下简称“下游经营者”）时，在上游经营者与下游经营者之间约定下游经营者将该商品销售给再下游的第三人时的转售价格的行为。


第一节　引言

转售价格限制一般通过两个合同实现：第一个合同是制造商和销售商订立的合同。在这个合同中，制造商约束销售商的转售价格，限制销售商在与第三方交易中的定价自由。第二个合同是销售商与第三方当事人签订的合同。在签订该合同时销售商没有决定销售价格的自由，只能按照第一个合同中所规定的转售价格，将商品销售给交易对方。

转售价格维持（Resale Price Maintenance，RPM），也称为转售价格限制（Resale Price Restraint）、垂直价格限制、转售价格维持等，在美国法律中被称为“纵向固定价格”（Vertical Price Fixing），在德国法律中被称为“纵向价格约束”（Vertical Price Constraint），在日本法律中被称为“维持再销售价格”（再贩卖价格维持）。

温宏建（2005）认为纵向限制措施是企业在市场实践，尤其是企业的渠道建设中广泛采取的对下游企业的各种限制性做法的总称，包括转售价格维持、区域市场圈定等。唐要家（2007）发现，图书行业超高的价格和非均衡的纵向产业链利润分配不仅恶化了产业经营绩效，而且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出版发行环节的行政垄断和促进上下游默契合谋的转售价格维持机制是序列加成可维持性和超高书价形成的根本原因。因此，打破行政垄断和消除合谋机制是反垄断的根本。许光耀（2007）指出，由于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的积极效果更加突出，因而它不像横向限制竞争协议那样受到严格的控制。由于本身违法规则的适用范围有限，所以除了转售价格维持与绝对的地域保护以外，对其他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均应采用合理规则进行分析。骆品亮、陈连权（2008）对售前服务、搭便车与RPM制度展开研究，探讨了RPM制度下制造商和零售商关于售前服务成本的分摊问题，刻画了零售商搭便车的行为与售前服务成本的关系，给出了RPM制度激励零售商提供售前服务的条件。

李剑、唐斐（2008）指出，尽管转售价格维持被认为是为了解决搭便车问题，促使经销商提供服务而实施的行为。但是转售价格维持无法解释服务需求小的商品的转售价格维持行为，而且在纵向限制的各种形式中，促使经销商提供服务并不一定要通过转售。胡丽丽、唐要家（2009）通过进化博弈的方法分析得出图书大战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图书的价格超高，而转售价格维持是导致图书价格超高的根本原因，据此提出要消除“折扣大战”必须取消以转售价格维持为核心的统一定价体制，并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进一步地，唐要家（2010）指出，对图书转售价格维持的保护性反垄断豁免政策主要是产业利益集团俘获政府的结果，它会严重伤害社会福利，阻碍产业组织的优化，应该适用《反垄断法》来对图书转售价格维持进行调整，并通过放松对图书出版业的管制和引入竞争来消除出版社的垄断势力。刘志成（2012）分析了最优的两部收费和RPM的特征，得出了两种纵向约束合同对福利的影响及其对反垄断执法的政策含义。他发现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转售价格维持总能给上游企业带来更高的利润，但从社会福利的角度看，两种纵向约束方式下努力水平和最终产品销量的比较取决于横向外部性的大小和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当横向外部性问题更严重时，RPM下努力程度更高，产品销量更高；当信息不对称问题更严重时，两部收费下努力程度更高，产品销量更高。

一些学者认为，RPM不仅妨碍了零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保护了无效率的零售商（汪浩，2004），而且有助于促进生产商或零售商之间的价格合谋（Jullien Rey，2007），其直接结果是提高了产品的销售价格，最终损害了消费者的福利，因此，竞争政策必须对RPM加以限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RPM也可能会改善消费者的福利，他们的主要理由是，RPM不仅可以解决销售努力上的搭便车问题，促使零售商提供有效率的零售服务，而且当需求存在不确定性时，RPM还可以有效地避免零售商放弃进货的可能性，此外，RPM还有促进新企业进入、防止零售商实施价格欺诈等作用。


第二节　基本模型

一、基本模型

两个生产商1、2根据市场需求生产具有差异的产品。需求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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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
 （pi
 ，pj
 ）=d+εi
 －pi
 +σpj
 ，i≠j=1，2

这里，pi
 是生产商i的产品的零售价格，ε1
 和ε2
 是两种产品的需求，ε1
 与ε2
 是独立的，它们均匀地分布在[image: ]
 上。假定固定成本为K，其他成本为0。每个生产商都存在一个生命周期，且有相同的折现因子σ。在每一个阶段每个生产商只能与一个零售商签订合同（或者，生产商们签订现货分销合同）。各方都是风险中性的，保留效用为0。

1.阶段博弈

在签约阶段，需求ε1
 和ε2
 对各方来说都是未知的，生产商有讨价还价的能力。然后εi
 首先被零售商i得知，但生产商和其他零售商都不知道。

我们应该比较两种情况：如果不限制转售价格，那么每个生产商将起草一个特许经营合同，里面规定了特许经营费Ai
 和批发价格wi
 ；如果限制转售价格，那么生产商将限定零售价格为pi
 。零售价格是公开的，但是特许经营费和批发价格并不对外公布。为简单起见，我们假定生产商起草的合约的性质（是否是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在周期结束后才能被其竞争对手所识破。实际上对于竞争者来说，识别合同的性质可能比较容易。我们在后文讨论合同的性质没被识破的情况。

阶段博弈的时序如下：


首先，每个生产者秘密地起草一个（Ai
 ，wi
 ）或者（Ai
 ，wi
 ，pi
 ）形式的协议，由零售商决定是否接受；


其次，每个零售商观察εi
 ，然后决定是否接受合同，如果接受，则设定零售价格为pi
 （参考转售价格维持协议的规定）；

最后，销量和利润得以实现，每个生产商观察其他零售商的零售价格和竞争对手与零售商签订的合同的性质。

2.基准：静态平衡和共谋

假设博弈只进行一次，生产商起草的是特许经营合同，而零售商接受了合同。预计竞争对手的零售价格为pj
 e
 ，零售商i自行设定零售价格（使用考虑到了竞争对手的零售价格和需求独立性的利润函数）。零售价格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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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考虑竞争对手产品的预期零售价格为pe
 j
 ，批发价格为wi
 。生产商能够很好地控制自己产品的期望价格pe
 i
 ，但不能控制产品价格的流动性，因为需求εi
 的变动会影响价格。为了演示，只要没有歧义，我们会说生产商会选择限定期望零售价格而不是批发价格。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商能够通过特许权使用费来提取零售商的利润。选择pe
 i
 来计算期望利润的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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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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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零售价格的方差。

现在考虑纳什均衡的情况。因为与零售商所签协议的性质不为竞争厂商所了解，所以竞争者的零售价格不受该协议的影响。因此，考虑到期望竞争对手的均衡零售价格为pe
 j
 ，生产者i将尽可能选择最大的pe
 i
 作为转售价格。在期望利润公式中，令wi
 =0，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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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pe
 i
 最大。正如一个众所周知的原理所阐述的，因为合同不能影响竞争对手的行为，所以批发价=边际成本=0对零售商而言是最佳的。如果成为剩余索取者，那么零售商能够自行决定零售价格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而生产商能够通过适当的特许经营费获利。

在均衡中，生产商们把批发价都定为0（w1
 =w2
 =0），解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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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设两个商家可以共谋，能够共同设定特许权合同，且可以向彼此的零售商公布。假定批发价格w1
 和w2
 ，零售价格均衡符合（2—1）式，因此零售价格符合（2—2）式和（2—3）式。期望的零售价格可以由批发价格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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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暗中勾结

1.特许经营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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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我们假定每个制造商与一个零售商交易，但现实的情况是生产商在不同的位置都有零售商与其合作。厂商观察零售价格的成本是很高的，如果厂商的观察成本为0，那么检测偏差将更容易。例如，假定在每个时期制造商只能在一个随机选择的位置上观察竞争对手的零售价格，几个位置的需求都是独立震荡的，上面的分析仍然适用。

2.转售价格维持

现在我们来考虑转售价格维持被接受的情况。一旦转售价格维持协议被竞争对手识破，转售价格维持的作用就只是增加了均衡点。尤其是，在上述分析中，制造商使用特许权合同，并沿着均衡路径设定价格pF
 ，不管偏差是否被准确地检测到，都实行策略sF
 。转售价格维持被允许但不被强制实行时，也是均衡的：（1）涉及转售价格维持的偏差被发现的概率为1，因此以最严厉的方式去惩罚它们（罚款最多）；（2）转售价格维持对获取零售商的信息没有帮助，导致偏差的存在，使得所获利润比实行特许权合同的情况下要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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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均衡中实行[image: ]
 转售价格维持的盈利策略是：每一期预期价格[image: ]
 相同，这里的ZZZ4是指（2—7）式中的最大预期价格。这个情况可以简单解释为：由于偏差以1的概率被发现，因此以最严厉的方式去惩罚偏差，使利润现值最大的偏差是最佳的。如果实行转售价格维持，那么从偏差中获得的短期盈利会更大，因为长期利润会因[image: ]
 ）的存在而减少，其必须跟被发现的长期成本比较。实行转售价格维持，可以依从回避条件（2—6）式（有利于检测），但它比条件（2—5）式更严格。不管转售价格维持实行与否，我们都要通过比较得出最能盈利的均衡。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偏差的检测。


第三节　转售价格维持的案例

一、电信改革

1.案例概况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和电信消费者需求的不断增长，电信行业正发生着深刻的变革。为了占据更大的市场销售份额和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电信运营商对增值服务商进行转售价格维持。其中电信运营商是指提供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和互联网接入的通信服务公司，其主要功能是提供网络连接来传输信息；增值服务商包括了传统的服务提供商、内容提供商和应用提供商，其主要功能是在运营商提供的网络传输服务的基础上增加与之相匹配的内容和资源，进行完整的增值产品的设计和开发。电信运营商对增值服务商进行转售价格维持具体表现在：电信运营商要求增值服务商满足其对商品最终价格的约束，并且要求保证其对服务产品价格的最终审核权，最重要的是运营商掌握了产品收费权和结算权，这些都体现了电信运营商对在其提供的网络传输服务的基础上开发增值服务的厂商的强有力的控制。

具体做法有两种，一是改变传统的资金运作方法。电信运营商和增值服务商资金的运动过程是：（1）电信消费者向电信运营商购买增值服务，向电信公司支付费用，包括信息费和流量费。（2）运营商保留流量费，依据与增值服务商签订的分成结算协议，将属于服务商的信息费结算给服务商。在实际中，由于运营商掌握了最终产品的收费权和结算权，因此对最终产品价格进行了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实现了转售价格控制。二是通过协议进行价格限定。以中国移动为例，针对增值服务商提供的移动游戏，移动公司均规定了详细的价格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游戏，分别采取建议零售价、最高零售价的价格约束方式。由于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2009年类似苹果公司的APP sTORE的应用商店迅速发展起来，2010年前后各电信运营商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应用商店，例如中国移动的Mobile Market、中国电信的天翼空间、中国联通的Wo store。对于提供应用商店的各服务商，电信运营商采用了类似的价格控制，即建议零售价格与价格审批相结合的方式。以移动公司的Mobile Market为例，中国移动公司在协议中指出，公司原则上同意开发商或开发者设定的计费标准，但是必须在以下的基础条件下进行：（1）在中国移动为Mobile Market制定的商品价格范围内定价，即在0~15元的区间内根据应用类型进行设置；（2）必须经过移动公司的审批，由移动公司确定商品价格后才能发布和上市。

2.类型

电信的转售价格维持是运营商对服务商的正向控制，即属于制造商主导类型。形成这一关系的原因是运营商与服务商在行业的市场结构和控制力上的差异。电信运营市场属于寡头垄断市场，主要有移动、联通和电信三大厂商。电信增值服务市场属于垄断竞争市场，主要有新浪、搜狐、网易、腾讯、盛大网络、3G门户等服务商。相比于服务商的垄断竞争结构，运营商的寡头垄断结构具有更强的垄断性，由此也形成了更强的行业控制力和更高的行动置信度。基于此，在运营商和服务商讨价还价的过程中，由于上游运营商行动的置信度更高，威胁更加可信，所以它们更容易在谈判中取得主导地位，在与服务商的关系中掌握主动权。

实施该策略后，电信运营商的整体利润增加了，而服务提供商的利润受到了损失，从整体角度看，这不利于电信产业的发展，只有基于设施的竞争才能使电信业形成长期有效的竞争。

二、锐邦诉强生

强生成立于1886年，是全球规模最大、产品最多元化的医疗卫生保健品和护理产品公司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外资制药有限公司。北京锐邦公司是强生公司医用缝线、吻合器等医疗器材产品的经销商，与强生公司已有15年的经销合作关系，经销合同每年一签。

2008年1月，强生公司和锐邦公司签订2008年经销合同及附件，约定锐邦公司不得以低于强生公司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2008年3月，北京锐邦公司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举行的强生医用缝线销售招标中以最低报价中标，4月，强生公司对北京锐邦的最低报价行为提出警告。7月，强生公司以锐邦私自降低销售价格、获取非授权区域的缝线经销权为由，扣除其2万元人民币保证金，取消锐邦公司在阜外医院、整形医院的经销权。自8月15日起，强生公司不再接受锐邦公司的医用缝线产品订单，9月，强生公司完全停止了对锐邦公司的缝线产品和吻合器产品的供给。2009年，强生公司不与锐邦公司签订经销合同。

北京锐邦公司认为，强生公司为了限制竞争，在经销合同中以条款的方式限定其向第三方转售的最低价格，还采取警告、中止或终止合同的方式来胁迫对方遵守该协议。同时，强生公司还实施价格监督机制，以达到转售价格维持的目的。北京锐邦公司认为强生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反垄断法》，对其造成了损害，遂将强生公司告上了法庭。

2003年8月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该案应当适用《反垄断法》。该案涉及的相关市场是中国的医用缝线产品市场，市场竞争不充分，强生公司具有很强的市场势力。强生公司的转售价格维持协议在市场中产生了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故构成了垄断。强生公司对锐邦公司的惩罚行为属于《反垄断法》禁止的垄断行为，强生公司应对给锐邦公司造成的2008年缝线产品正常利润的损失给予赔偿。据此，法院判决强生公司赔偿锐邦公司53万元的经济损失。

本案的判决充分体现了《反垄断法》的立法目的，即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北京锐邦公司诉强生”是我国实施《反垄断法》以来法院受理的首例关于纵向垄断协议的民事诉讼案，该案的判决为纵向垄断的审判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这起受到国内外学界、业界关注的垄断案在经历两级法院长达三年的审理后，终于尘埃落定。在我国《反垄断法》实施5周年之际，此案的判决成为第一例原告胜诉的生效判决，也预示着在今后的反垄断纠纷中，只要举证充分，相对弱势的原告方也有希望胜诉。只有更多类似于强生垄断案的案件的出现，才能够真正警示那些强势垄断行为。


第四节　关于转售价格维持的司法实践

一、中国的司法实践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上出现了种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国家立法对此进行了规制。

《反垄断法》第十四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2003年6月出台、2003年11月正式施行的《制止价格垄断行为暂行规定》第5条规定：“经营者不得凭借市场支配地位，在向经销商提供商品时强制限定其转售价格。”

2006年出台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第7条第1款规定：“零售商不得从事对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其他经营者销售商品的价格予以限制的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第23条规定：“零售商或者供应商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法律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向社会公告。”

我国于1997年出台的《价格法》第14条第1款规定：“经营者不得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里的操纵市场价格的行为就包含了限制转售价格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2010年国务院第三次修改的《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5条改为“经营者违反《价格法》第14条的规定，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造成商品价格较大幅度上涨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在《价格法》第40条中，将违反第14条的法律责任规定为“经营者有本法第14条所列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予以警告，可以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二、欧美的司法实践

欧美国家曾实施过转售价格维持制度，但近年来不断缩小其实施的范围。

美国《谢尔曼法》第一条规定：“根据本法规定，所有限制州际或对外商业贸易，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组成联合，签订合同或秘密协议的，都属于违法行为。如在相互竞争的制造商之间、生产商之间、批发商之间、经纪人之间、代理商之间、零售商之间，或相互竞争的人、商行、公司之间签订合同或协议，规定或维持再销售最低限价，则属于违法行为。所有从事此类联合，缔结合同或秘密协议，违反本法规定而犯轻罪的，法院可判处50000美元以下罚金或一年以下监禁，或二者并处。”

英国早年广泛允许转售价格行为，1964年改革后，转售价格行为仅在书籍和医药品行业被允许。法国在1973年以前，允许香水等产品的部分转售价格行为，但随后取消了，目前只允许书籍的转售价格行为。德国仅允许对出版物进行转售价格限制。其他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已全面禁止转售价格维持行为，不存在除外制度。

三、日本的司法实践

日本在实施《禁止私人垄断及确保公正交易法》时，对转售价格维持行为采取了全面禁止的态度。在1953年修改该法时，设置了使用除外制度，允许对书籍或其他著作品以及公正交易委员会指定的其他商品实行转售价格维持。

《禁止垄断法》将不公正交易视为有损于公平竞争的行为而予以禁止，经营者、经营者团体使用不公正交易方法分别适用《禁止垄断法》第19条、第8条，对国际协议、契约中含有不公正交易方法的，适用第6条。根据《不公正交易方法》的规定，16种行为被认为是不公正的交易方法，这些行为大致分为三类：

（1）限制自由竞争的行为，包括拒绝交易、差别交易、不正当廉价出售、限制再销售价格等；

（2）其竞争手段本身不公正，包括以欺骗的手法和提供不正当利益引诱顾客、搭售、掠夺性定价、歧视性价格等；

（3）经营者利用交易上的优越地位强加给交易对方不利的交易条件的行为。


第三章　独占交易

独占交易契约是指买家和卖家签订的一种契约，它旨在限制签约的任何一方再与第三方进行交易。多数文献中的限制方均指买家，主动权在卖家。如生产商要求自己的零售商不再销售竞争厂商的品牌，这样的契约是排他性的。由于契约中存在赤裸裸的排他性条款，所以独占交易一直受到美国和欧洲反垄断势力的密切关注，通常被法律禁止。但是，即便如此，独占交易仍然在商业实践中广泛存在。


第一节　独占交易综述

Comanor和French（1985）指出，生产者是否采用独占交易方式与价格策略的相关性较小，无论采用什么价格策略，只要针对分销渠道采取独占交易方式可以提升生产商的利润，生产企业就会选择独占交易。Besanko和Perry（1993）认为，在非独占交易的情况下，生产企业对自己的品牌进行的投资具有外部性，即一个生产企业对下游零售商进行的培训和技术支持并不能完全用于自身品牌的销售，其他的品牌会“搭便车”。Yong（1996）证实了独占交易可以有效地形成进入壁垒，阻止潜在的进入者进入。Brien和shaffer（1997）指出，生产商完全可以利用数量折扣以及其他一些非线性定价策略（包括一些促销激励）来圈定竞争对手。这样做不仅化解了违反《反垄断法》的风险，而且增强了抽取零售商剩余的灵活性。Bernheim和Whinston（1998）认为，当生产企业可以从销售市场中获取额外的租金的时候，独占交易是反竞争的，会迫使企业退出市场，有利于垄断的形成。

Raff和schmitt（2004）发现，对于贸易壁垒较为森严的市场，独占交易可以有效阻止外部企业的进入，因此国内企业倾向于使用独占交易阻止外部企业的进入。Fumagalli和Motta（2006）的结论显示，排他性交易能否排斥竞争对手，主要取决于下游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DeMeza和selvaggi（2007）认为，独占交易总是可以增加专用性关系投资，无限的违约金会导致过度投资，正的有限的违约金是合适的。Wright（2008）证明了，在允许主导厂商只与部分客户签订合约的条件下，独占交易会影响竞争的效果，导致价格提高，社会福利降低。

国内的学者对独占交易的研究偏重实证研究层面。洪夙、郁义鸿（2005）梳理了独占交易理论产生和演进的脉络，并介绍了这一理论的应用和实证检验成果。张雷（2006）从产业链纵向控制的角度出发，通过模型分析，揭示了品牌专营可能产生的排他效应。徐杨、管锡展（2006）对独占交易的理论进展进行了回顾，阐述了独占交易的基本理论，分析了独占交易的市场圈定效果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李志春（2007）认为，跨国公司利用价格歧视、独占交易、搭售、低价倾销及垄断高价等方式，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极大地损害了我国消费者和其他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了我国的竞争秩序。赵玻、陈阿兴和岳中刚（2009）对基于“瓶颈要素”视角的市场圈定研究进行了系统评述，比较分析了垂直圈定、水平圈定、独占交易三种市场圈定行为的作用机理和福利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比较了相应的政府规制。高觉民（2009）设计了一个在厂家和商家的合作博弈下形成独占交易的不同形式的分析框架，通过对博弈参与者的成本、收益和利润核算体系的考量，概括了我国目前存在的四种独占交易形式，发现它们存在不同程度的垄断性。对这四种独占交易进行福利分析后，他认为，应依据“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对其“合理认定”，制定力度不同的规制方案，依不同行为进行不同程度的规范、惩罚和豁免等。黄建军（2012）讨论了独占交易对竞争的影响、与共同代理的权衡、独占交易的完全排他与部分排他三个问题，认为独占交易可能是反竞争的，也可能是社会有效的，要根据具体情况分析和综合考虑。独占交易契约的签订会对第三者产生负外部性，从第三者那里抽取的剩余会按照契约里的规定在签约双方之间进行分配。


第二节　独占交易模型

一、基本模型
[1]



我们可以用模型分析独占交易。假定上游企业有两个，即企业1和企业2。每个企业有相同的固定成本F和边际成本c。它们在阶段1和阶段2中竞争。Mathewson和Winter认为，在每一个阶段，企业同时宣布是否排他，然后分别设定价格p1
 和p2
 。

按照标准的霍特林模型，产品被大量下游企业购买，每个企业在每个时期想买的数量是固定的，假定为1，每个单位x∈[0，1]。假如购买者从企业1购买，那么购买者的效用是u1
 －tx；假如购买者从企业2购买，那么购买者的效用是u2
 －t（1－x），t通常表示产品1和2的差异化程度。通常假定u1
 ≥u2
 ，即Δu=u1
 －u2
 ≥0，这代表了企业1的优越度。通常在霍特林模型中，我们假定u1、
 u2
 很大，两个企业都有能力服务于整个市场。结果，它们均衡地覆盖了整个市场。此外，Δu

动态博弈的时序如下：当两个企业在阶段1都沉没了固定成本时，博弈开始。厂商开始进行上面所描述的阶段博弈，消费者购买产品，阶段1的利润得以实现。假如厂商都期望在阶段2能盈利，而且有充足的资金去支撑当前的运营，它们能在市场中存活，阶段性博弈将在阶段2重复。在阶段1过后，假如有一个厂商退出市场，该厂商将不必支付阶段2的固定成本，另一个厂商将可以进行垄断性定价。阶段2的利润常用折现因子δ折现，我们假定它为1。

按照Bolton和scharfstein的观点，假设一个公司是捕食者，有足够的资本；另一个公司是猎物，受到财务上的限制。由于假定u1
 >u2
 ，企业1占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假定企业1是捕食者，企业2是猎物。假如企业2的利润π2
 低于阶段1博弈的门槛[image: ]
 ，则它不能获得投资者的持续融资。这符合Bolton和scharfstein的观点，即较弱公司的投资者面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假如企业2的利润低于[image: ]
 ，投资者又不能辨别损失的根源，其就会撤回资金。

在阶段1，企业2的固定成本为F。如果[image: ]
 ，将会出现捕食的现象。另一种情况是，若公司2获得利润，则它将不会倒闭。我们因此认为[image: ]
 ，用参数表示为π2
 =－αF，α∈［0，1］代表银行对公司2宽大处理；α=0意味着银行态度非常强硬，一旦公司2受挫了，银行将会关闭它；α=1则意味着银行态度非常温和，只有当企业2完全没有销量时才会关闭它，适度的损失都将被宽容。

在阶段2我们将用后期感应来分析这个博弈。

二、静态博弈中的排他性

在阶段2将存在两种可能：两个公司都活跃或者公司2由于利润低在阶段1过后被淘汰。假如仅仅公司1活跃，那它进行垄断性定价更加简单：pM
 1
 =u1
 －t，需求xM
 =1，利润πM
 1
 =u1
 －c－t－F，购买的租金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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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宣布排他与否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里没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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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一个企业宣布排他性的要求，那么下游企业必须决定是否从企业1或者企业2排他性地购买产品。

当且仅当p1
 ≤p2
 +Δu时，从企业1购买将会获得更大的效用。这个不占主导地位的纳什均衡包含了消费者选择主导企业和企业制定价格两个方面，用式子分别表示为

pE
 D1
 =c+Δu

pE
 D2
 =c

其中，Δu代表成本差异。除了某个企业具有成本优势（效率优势）之外，两家企业竞争激烈。因此，去贿赂购买者进行排他性交易的代价是高昂的。由此产生的均衡利润分别是πE
 D1
 =Δu－F和πE
 D2
 =F，购买的租金是[image: ]


由于存在πE
 D2
 <π*2
 这个先决条件，所以对于企业2而言不采取排他性策略是一个优势战略。由于企业1是一个较强的竞争者，所以企业2只能为争取排他性而损失一些利益。但对于企业1来说，独占交易不一定能获利。比较πE
 D1
 和π*1
 ，当且仅当[image: ]
 时，独占交易对公司1来说无利可图。因为[image: ]
 ，所以得出结论：独占交易可能发生在静态博弈中。假如在模型中某个时期的横向产品的差异小，纵向产品的差异大（Δu大），则排他性可能出现。就我们的目的而言，这是一个可供以后比较的参考点。我们因此转向阶段1的分析，描述捕食者独占交易的范围。



注释


[1]
 根据Joachim Klein 和Hans Zenger 的“Predatory Exclusive Dealing”这篇文章翻译而来。


第三节　独占交易案例

一、AMD诉英特尔

1.案例概况

成立于1968年的英特尔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芯片制造商，在芯片创新、技术开发、产品与平台等领域占据了领先的地位，并始终引领着相关行业的产品创新及产业与市场的发展，曾被美国评选为全球十大“最受推崇的公司”之一，在业界广受赞誉。后来英特尔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遭受了一系列的反垄断诉讼，被指控通过提供销售回扣来限制竞争，并企图通过胁迫等手段来垄断市场。

经调查，英特尔公司采用直接现金支付、差别定价和市场补贴等手段强迫戴尔、索尼、东芝等主要客户签署排他性协议，限制这些厂商购买AMD的产品。它向索尼支付巨额款项要求索尼停止与AMD公司的合作业务。英特尔公司还运用打折、补贴、提供市场开发基金等方式强迫其他主要客户（NEC、宏基、富士通）签署部分排他性协议，限制它们购买AMD的产品。根据英特尔与NEC签订的协议，英特尔必须在NEC的日本业务中占据90%的份额，AMD在NEC的全球业务中的份额也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英特尔还通过报复没有签订独占协议的厂商，包括取消优惠政策、资助这些厂商的竞争者或终止合作发展关系，强迫这些厂商与其签订协议。戴尔公司称，采购AMD的处理器有可能招致英特尔的严厉报复，而这种报复有可能影响到所有的商业链。前康柏公司CEO迈克尔·卡佩拉斯2000年表示，由于康柏购买的AMD的产品过多，英特尔停止了向康柏供应重要的服务器芯片。由于英特尔的种种做法非法阻碍了AMD参与市场竞争，惠普等电脑厂商几乎无法继续购买其他芯片制造商的芯片，只能同意英特尔独占交易的要求。

2009年5月，欧盟委员会依据《欧盟共同市场协定》第82条，裁定英特尔公司在x86CPU（个人计算机中央处理器芯片）销售上滥用优势地位，并处以罚金10.6亿欧元，责令其停止已被确认为非法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且保证未来不再发生类似行为。

2.影响分析

（1）英特尔通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独占交易行为，控制资源和销售渠道，提高进入壁垒以排斥竞争，压制竞争对手，限制潜在竞争的发展，削弱了自由竞争激发的市场活力，扰乱了市场秩序。

（2）英特尔凭借其具有垄断性的市场优势地位，不仅决定了下游合作商和竞争对手的命运，而且影响了整个产业的发展方向。比如，由于PC产业的激烈竞争，AMD于是开拓上网本市场，为了打压这种现象，英特尔推出轻薄本概念并运用其对整个产业的控制力，提高价格控制出货，极力压制上网本的发展，造成了上网本被封杀的局面。

（3）英特尔实施独占交易行为，要求电脑生产商不用、少用与迟用竞争对手的电脑芯片，导致下游厂商只能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创新，使消费者不能享有在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下本应享有的选择权益。

3.理论探讨

独占交易契约是指买方与卖方签订的契约，它旨在限制签约的任意一方再与第三方进行交易，从而获得或保持垄断地位。一旦达成独占交易协议，生产商的同业竞争者就少了一条销售渠道，在竞争中就容易处于不利地位。独占交易行为的认定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备市场支配地位；二是实施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独占交易行为。评定有两个原则：违法性和合理性。

通过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的六种主要形式（垄断价格行为、掠夺性定价行为、拒绝交易行为、独占交易行为、搭售行为、差别待遇行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英特尔公司最有可能涉及独占交易行为。在此基础上，根据合理性原则，对独占交易的认定条件进行分析可知，独占交易行为实质上导致了反竞争的结果。首先，英特尔占有芯片市场80%以上的份额，无疑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其次，英特尔在与交易相对人进行市场交易时，利用其支配地位，出于限制、阻止、遏制竞争的主观目的，采取提供高额回扣、胁迫等手段，通过以非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等多种形式，造成了将竞争者排挤出该相关市场的结果，破坏了自由竞争秩序，损害了其他竞争者与消费者的利益，应该说符合反垄断法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独占交易行为的构成要件。

4.规制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国家被称为“经济宪法”、“经济法的核心”。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主社会最大的社会利益，与消费者利益息息相关。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认为，英特尔通过独占交易等形式，打压竞争对手AMD公司，试图将其赶出全球芯片市场，以巩固自身的市场地位，达到垄断市场的目的，这是违法的，所以欧盟委员会对英特尔公司处以10.6亿欧元的罚款。表面上看起来，数额巨大，但属于现有反垄断法规定的范围。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规定对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10%的罚款。欧盟关于销售额的计算依据是企业在全球范围内的销售额，而2007年英特尔的全球销售额为388亿美元。欧盟对英特尔2002—2007年的经营行为的调查持续了将近6年时间，而当时英特尔每年的销售额都在300亿美元以上。因此无论是按照单个年度还是按照整个反垄断调查执法周期来计算，欧盟对英特尔处以10.6亿欧元的罚款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

二、华润啤酒

1.案例概况

2004年3月，在天津华润啤酒掀起了一场针对啤酒经销商的整肃风暴。华润啤酒是天津市最大的啤酒生产企业，约占该市啤酒市场50%的份额。从2004年3月开始，华润啤酒陆续向全市的200多家啤酒二级批发商发出通知，要求停止销售哈尔滨、趵突泉、豪门等其他品牌的啤酒，只能经销华润系列产品。

2004年4月1日，华润要求其二级经销商停止经销哈尔滨啤酒、趵突泉啤酒，表示如果继续经销这些品牌的啤酒，则立刻扣罚返利并停止供应华润的产品。4月26日，华润啤酒口头通知二级啤酒经销商不得销售豪门啤酒，并让经销商写下保证和承诺书，威胁它们若违反，则扣除返利。

一些批发商表示，早在2003年年初，华润啤酒就要求一些一级批发商与其签订《专营运输合同》，名义上是关于啤酒运输的协议，实际上是规定一级批发商停止经销泰达、秦皇岛公牛、豪门等品牌的啤酒。

受牵连的啤酒厂商和经销商对华润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它们认为，华润的行为不仅侵犯了经销商自由选择经营品牌的权利，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自由，而且使得消费者无法买到合适的啤酒，从而影响了厂家的销售额，属于不正当竞争。

而华润公司代表说，天津啤酒品牌多，市场竞争激烈，没有一家企业可以完全独占市场。华润在天津的市场占有率不到50%，不想也没有能力垄断市场。华润与经销商签订的协议中确实有限制内容，但都是双方意愿的，也是一种双向选择，符合法律规定。

2.影响分析

华润啤酒实施品牌专营导致的市场效应主要是对市场规模和竞争对手两方面的影响。（1）从对市场规模的影响看，2003年华润在天津的市场占有率不到50%，而2004年市场占有率已达到75%。但我们不能武断地认为这些变化都是由品牌专营策略导致的。（2）从对竞争对手的影响看，独占经营策略大大地压低了竞争对手的销售数量，使它们遭受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华润啤酒整肃经销渠道，要求经销商专营华润产品是一种纵向控制策略，即独占交易。

独占交易的市场效应表现在市场圈定和效率改进两个方面。华润凭借较低的生产成本和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吸引经销商与其签订独占交易的协议，限制潜在竞争者对它造成的竞争压力。由于进入者的销售成本增加，所以其不得不提高零售价格，从而使得产品的销量减少。华润啤酒专营通过消除生产商之间的外部性、提高零售商的努力水平、帮助生产商获取终端信息、解决上下游风险偏好不同导致的激烈冲突等问题，以及激励达到了效率提升的效果。


第四节　关于独占交易的司法实践

一、美国的司法实践

在美国，对于独占交易主要依据《谢尔曼法》第二条、《克莱顿法》第三条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进行规制。

《谢尔曼法》第二条规定：“任何人垄断或企图垄断，或与他人联合、共谋垄断州际或与外国间的商业和贸易，是严重犯罪。如果参与人是公司，将处以1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如果参与人是个人，将处以1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或三年以下监禁，也可由法院酌情并用两种处罚。”

《克莱顿法》第三条规定：“商人在其商业过程中，不管商品是否被授予了专利，只要商品是为了在美国各州内、哥伦比亚区及美国司法管辖权下的属地及其他地域内使用、消费或零售、出租、销售，签订销售合同是以承租人、买者不使用其竞争者的商品作为条件，予以固定价格，给予回扣或折扣，且该行为实质上减少了竞争或旨在形成商业垄断，那么该行为就是非法的。”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五条规定：“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的竞争方法是非法的；商业中或影响商业的不公平或欺骗性行为及惯例，是非法的。”

二、欧盟的司法实践

《罗马条约》第82条规定：“在共同市场内部或者在共同市场的某一重要部分占据支配地位的一家或者多家企业的滥用行为，若可能影响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则应当因其与共同市场不一致而予以禁止。此类滥用行为包括：（a）直接或间接地施加不公平的采购价格或者销售价格或者其他不公平的贸易条件；（b）限制生产、市场或技术开发，以致损害消费者权益；（c）在同等交易中，对于其他交易方适用不同的条件，并因此使这些交易方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d）以对方当事人接受附加义务为条件订立合同，这些附加义务在本质上或者依据商业惯例，与此类合同的标的不存在关联。”

三、日本的司法实践

《禁止垄断与确保公平交易法》规定：“本法所称‘私人垄断’，是指事业者采取单独或与其他事业者联合、共谋等方式，排除或支配其他事业者的事业活动，违反公共利益，在一定的交易领域实质性地限制竞争。”

四、中国的司法实践

中国的《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对独占交易有明确规定，即，没有正当理由而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就构成了独占交易。根据《反垄断法》，经营者违反该法律的规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由反垄断执法机构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上一年度销售额的1%~10%的罚款。

《反垄断法》的立法原则与形式，借鉴欧盟相关立法较多。为了更好地规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和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反价格垄断规定》对违法的排他性行为做出了更详细的规定，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对规定较为原则性的《反垄断法》做出了补充，为执法活动提供了具体的依据。

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第五条规定：“禁止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地实施下列限定交易行为：

（一）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

（二）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

（三）限定交易相对人不得与其竞争对手进行交易。”

国家发改委发布的《反价格垄断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没有正当理由，不得通过价格折扣等手段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本条所称‘正当理由’包括：

（一）为了保证产品质量和安全的；

（二）为了维护品牌形象或者提高服务水平的；

（三）能够显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并且能够使消费者分享由此产生的利益的；

（四）能够证明行为具有正当性的其他理由。”


第四章　独占区域

独占区域（Exclusive Territory）是指，生产者授权一个独家销售区域，承诺自己不会允许任何其他分销商服务于这个区域。独占区域是纵向控制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产业组织理论和实证研究的重点。独占区域的定义有多种，这是每位学者对独占区域的称谓不一致所造成的，例如独家交易、独占交易、独家经营以及独家分销等。


第一节　引言

scheerer和Ross（1990）认为，纵向控制的福利效应之所以难以明确，是因为存在各种不同的市场环境。Rey和stiglitz（1995）指出，在完全竞争市场中，纵向控制有可能会带来效率的提升；完全垄断条件下，纵向控制则可能用来进行价格歧视；在现实生活中更为常见的是，在非完全竞争或垄断市场中，纵向控制提高了均衡的批发和零售价格，是降低竞争激烈程度的有效工具。Dutta（1999）的实证研究的结论表明，实施独占区域与上下游企业的效率目标之间存在一致性，虽然独占区域提高了生产商和零售商的整体效率，但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并不是很明确。Matsumura（2003）发现在古诺竞争模式下，实施独占区域对于消费者和社会福利而言都是有效率的；在伯川德竞争格局下，独占区域策略的价格扭曲与市场的地理位置有关，但是在全部市场范围内都会给消费者剩余造成损失。Lafontaine（2005）提出消费者福利和生产商福利之间并不会存在太大的分歧，特别是由生产商主导实施的纵向控制，不仅可以让消费者从更严格的质量和服务条款，即符合上下游企业私人激励的纵向控制中获益，而且可以兼顾两者的福利。

王晓晔（2000）认为独家销售即销售商对生产商的限制，例如限制生产商只能向自己一家提供商品。竺效（2002）指出，独家销售协议是指两个企业之间订立协议，作为协议一方当事人的上游企业向作为对方当事人的下游企业承诺，出于转售某种商品的目的，它在某个市场或市场某个领域内只向对方当事人提供商品。黄勇、董灵（2002）也认为采用独占地区销售的做法对于小型制造商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王忠宏（2003）指出，限制品牌内竞争能够阻止在同品牌其他销售者的推销或服务上“搭便车”的经营者。洪夙、郁义鸿（2005）认为，独占交易就是指垄断生产商跟独立的分销商达成协议，禁止它们经销其竞争产品。

彭真军（2006）则认为，独家销售协议，又称为排他性交易协议，通常包括一系列协议，其约定供应商同意在特定的地区内向销售商独家销售商品，或者销售商同意只从供应商处购买用于转售的一类商品，或者双方当事人相互受到上述约束。王先林（2007）认为，独家交易是指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强制要求交易相对人与其进行交易，或者没有正当理由而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侯强（2007）认为，独占交易是指上游制造商与下游独立的零售商达成排他性契约，明确规定签约的零售商不能销售其竞争对手的产品。

杨如龙（2009）认为，独家销售也称排他性销售，它是这样一种纵向限制行为，即按照两个企业之间事先订立的独家销售协议，协议的一方当事人，即供应商（包括制造商、经销商和批发商）向对方当事人（也就是销售商，包括经销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做出承诺，为了能顺利地转售某种商品，它在某个市场、市场某个领域或者某个地域内，只能向对方当事人销售某种商品而不能向同一个市场、市场同一个领域或者同一个地域内的其他销售商提供这种商品。王晓晔（2009）指出，限制向某些地域供货可能会降低交易费用，对中小生产企业来说，订立独家销售协定常常是它们进入某个市场或者参与市场竞争的有效方式，有时甚至是唯一的方式。

由于独占区域所造成的垄断行为，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第二节　独占区域模型

下面，我们借助数理模型来分析独占区域的竞争效应与福利效果。
[1]



我们考虑这样一个模型，制造商生产不完全替代品并且通过零售网络分发。我们比较两种情况：第一，零售商之间是完全竞争的；第二，每个零售商拥有自己的独占区域。这显然会减少品牌内的竞争，但也可能会减少品牌间的竞争。

我们来描述一下这个模型：有两个厂商，每个厂商都以同样的不变的边际成本c生产一种产品。假设这两种产品是不完全替代的。这些厂商通过没有零售成本的零售商分发它们的产品。对商品i的最终需求取决于零售价格q1
 和q2
 ，并且由Di
 （q1
 ，q2
 ）决定。

我们首先把这种竞争形式化为一个两阶段的博弈：在第一阶段，给定事先约定的纵向安排，厂商同时提出同它们的零售商签订协议（纵向安排的选择本身被看成是内生的）；在第二个阶段，零售商选择它们自己的零售价格。我们把这个两阶段的博弈定义为完美均衡（子博弈）。

当然，参与者的决策尤其是生产者提出的协议取决于这个博弈的信息结构。我们应该采用以下假设。

假设一：成本和需求函数是普通信息；零售商能够知道每个生产者签订的合同。

假设二：生产者能够知道每个零售商购买的数量；它们无法知道零售商卖出的数量、利润和其索要的价格。

假设三：生产者服务于许多市场，各个市场之间的运输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假设四：消费者没有搜寻成本，其在所处的市场中以最低的价格购买一种产品。

这些假设是很自然的。首先，零售商与厂商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看似特别现实；其次，检测隐性补贴较为困难，例如，假设生产者不能了解“真实”的零售价格。

假设一意味着，所有的零售商在这个博弈中拥有完全的信息。假设二意味着，在生产者和其零售商之间确立了一系列合理的合同，这仅仅是零售商购买数量的依据，并且它也与税率表（可能是非线性的）相对应。假设三意味着，由于零售商的套利行为决定了非稳定的边际价格，所以无论生产者是否知道是谁销售其产品，它们都能把特许费施加给零售商，我们可以考虑存在特许费和不存在特许费两种情况。

这些信息假设描述了这个博弈，概括来说，在第一个阶段，生产者同时选择它们的批发价格p
1
 和p2
 （以及相关的特许费）；在第二个阶段，零售商观察到批发价格（可能还有费用），同时选择它们的零售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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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阶段，没有任何纵向限制，纯粹的品牌内价格竞争导致零售商的零加价；在第二阶段，给定批发价格p1
 和p2
 ，零售价格将变为q1
 =p1和q2
 =p2
 （这反而暗示了特许费一定等于零，尽管负担得起）。换句话说，一种产品的零售价格完全反映了相关批发价格的所有变化。因此在第一个阶段，积极参与的生产者i的利润πi
 恰好是批发价格的一个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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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激烈的零售商的价格低于垄断价格（ε2
 <0），更多的情况下，两种商品互为替代品时，这两个价格之间的差距更大。我们现在来证明纵向限制可以缩小这种差距。一开始我们假设，生产者已经与其零售商签订了（对称）合同，因此，每一个零售商对其产品的最终需求的固定部分拥有垄断地位，双方都了解这些区域合同。值得注意的是，签订的独占区域合同使生产者能够知道消费者从零售商那里得到的服务，但是这不能排除在零售商之间存在套利行为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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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没有特许费的独占区域

如果特许经营费不存在的话，那么独占区域的引进将导致双重边际问题，厂商给定的价格会导致更高的零售价格及更低的销售量。然而，如果厂商提高其价格，那么它们就会从独占区域策略中获利。

在第一个阶段，厂商的利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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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均衡的典型标准改变了，这源于两个因素：首先，价格上涨导致需求减少，需求被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之间的那部分区域改变了，这是一种直接影响。通常情况下，我们预期竞争压力可能会导致弹性m1
 为小于1的正值，零售商发现它们的成本上升了，而它们的竞争对手的成本却没有改变，成本上升时不能只加价，而应该让自身吸收一部分增加的成本。其次，还有一种间接影响，如果零售价格采取互补战略，那么我们可以预期m2
 会为正。由于现在面临一个更高的价格，所以对手零售商发现提高它们的价格是最佳的选择，而这往往会降低厂商的销售量。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做以下几点说明。

引理1：如果零售价格平衡点是稳定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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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如果零售价格采取互补战略，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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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当两个零售商的价格以同样的幅度上升时，如果需求弹性ε1
 没有下降，那么ε（q）=ε1
 （q，q）；如果m2
 >0并没有随q而下降，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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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引理1成立时，上面描述的两种影响倾向于降低生产者能感知的弹性。该假设是比较合理的，在特殊状态下，后者大致是这样的：当价格很高时，对物品的需求导致物品本身的价格上升1个百分点；如果需求的二阶导数在绝对量上不是太大，那么这种假设将非常合理。然而，在这种假设下，另一个间接影响倾向于增加生产者感知的需求弹性：弹性ε1
 依据更高的零售价格而非生产价格估计。我们仍然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i）如果零售均衡点是稳定的，那么qe
 >qc
 。

（ii）如果生产者的利润函数关于其自身的价格是单峰值的，那么只要[image: ]
 就有pe
 >pc
 =qc
 ，特别地，qe
 >qc
 。

（iia）需求函数关于价格是线性的（由于连续性，即使二阶导数不是太大，这也仍然是有效的，因为均衡价格的特性不涉及高阶导数）。

（iib）零售价格采取互补战略并且商品是相近的替代品，ε（q）不随q而下降。

（iic）零售价格采取互补战略并且对于任意的p，m1
 （p，p）都小于1时，ε（q）不随q而增加。

证明：（i）很显然，批发价格总是比单位成本c要高（选择p<c是一个严格的支配策略，只要市场是可行的，也即只要Di
 （c，c）是正的，那么缓慢地增加p使其高于c会产生正的利润），利用qe
 =qr
 1
 （pe
 ，pe
 ）和qc
 =qr
 1
 （pc
 ，pc
 ），可以从m1
 +m2
 >0（引理1）中得到结论。

（ii）如果生产者的利润函数是单峰值的，那么上述一阶条件表征均衡。

（iia）如果需求是线性的，那么计算结果表明pe
 >qc
 。

（iib）如果ε（q）不随q而下降，那么pe
 >pc
 的一个充分条件是[image: ]
 （4-7）

为了证明（4-7）式是一个充分条件，假设pe
 ≤pc
 ，利用ε的单调性和一阶条件（4-2）式和（4-6）式，我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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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4-7）式是矛盾的。我们需要知道（4-7）式在什么条件下是成立的。在引理1的条件下，对于任意的P，m1
 （p，p）ε1
 （p，p）+m2
 （p，p）ε2
 （p，p）比ε1
 （P，P）小。当P跳跃到qr1
 （p，p）时弹性不会改变太大。这很有可能对应商品是相近的替代品的情况，此后，零售价格接近于批发价格。我们推导出ε（p）的解析表达式后得出，当商品是相近的替代品时它确实低于ε（p）。

（iic）如果零售价格是互补战略，则m2
 >0并且ε2
 是非零值；如果再有m1
 ≤1和ε（p）不随q增加，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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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1强调的是独占区域对于提高零售价格和均衡批发价格都是有效的策略，前提是当这两种价格上升时需求弹性不会增加太多，或者对第二种衍生品的需求在绝对量上不会太大，或者这两种商品是相近的替代品。这种直觉是很简单的。一个生产者希望其对手配合涨价，因此当其产品的价格上涨时，其竞争对手就不会有任何价格优势。一般情况下，其竞争对手考虑到自身利益不会这样做。在标准伯川德-纳什均衡情况下，一个生产者会考虑到在其对手不改变价格的情况下自身价格变动带来的后果。在这种均衡中，每一个生产者索取相同的价格，但是却希望能够通过协调来提高价格。在这里，像在通常的纳什均衡中一样，竞争厂商不会改变其价格，但是这暗示着竞争零售商会改变价格。换句话说，可以通过在两个零售商之间重组竞争，实现如下情形：一个生产者与其零售商提价时其对手（零售商）也确实能够提价。这导致了较低的需求感知弹性，因此价格较高。

均衡价格的提高不能确保高额利润的实现，因为尽管名义利润率很高，但是双重边际问题意味着销售量很低。另外，还可能出现价格高于垄断价格的情况。然而，很容易看到，如果ε1很大，那么独占区域策略很可能会增加利润，双重边际问题就会很轻微。因此，很显然，在差异化产品是相近替代品的情况下，独占区域是有效的。

如果需求是线性的，并且产品是相近的替代品，那么生产者的利润在独占区域策略下是很高的；如果它们仅仅是不完全替代品，那么有竞争力的零售商的利润是很高的。McGuire和staelin（1983）在线性需求模型中分析了中间机构的相关角色。

在其他的情况下，独占区域可以明显减少生产者的利润。例如，如果需求在这两个价格（D1
 （q1
 ，q2
 ）=D（q1
 ）d（q2
 ））之间成倍地隔离开，那么一个厂商价格的提高就不会引起另一个厂商价格的提高（m2
 =0）。这样双重边际问题很可能占据主导地位。在不变弹性（D（q）=qε
 ）的极端情况下，不管是否采取了区域独占策略，均衡批发价格都是一样的，但是在采取了区域独占策略时零售价格会更高，销量会更低，即在这种情况下独占区域策略会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福利产生一定影响。

当然，零售区域的替代组织对零售利润的变化幅度和竞争对手对价格上涨的反应程度都有影响（因此也会对需求的感知弹性有影响）。我们比较了三种情况：有竞争力的零售商（零售商面临每种产品的激烈的品牌内竞争），一个品牌的独家零售商（每个零售店只销售一个品牌，并且对于同一个品牌，在一个给定的区域只有唯一的零售店），以及常见的独家零售商（每个零售店销售两种品牌，并且对于每种产品，在给定的任何区域仅有一个零售店）。

正如预期的那样，生产者的感知弹性在品牌零售商中比在有竞争力的零售商中更低。而且，这个弹性在品牌零售商中比在区域零售商中更低（一个通常的零售商意识到通过降低一个品牌的价格来增加销量是以减少其他品牌的销量作为部分代价的）；双重边际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更严重（因为低水平的竞争）。因此生产者显然倾向于零售商之间有一些竞争（通常的独占零售商），而不是没有任何竞争（通常的零售商），但是它们更倾向于独占区域的有限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

二、存在特许费的独占区域

我们可以证明，当厂商可以获得特许费时，在合理的独占区域策略下，它们的情况会更好：只要零售商的零售价格是策略互补的，那么它们就不会失去利润。需求的感知弹性很低而均衡价格很高。

预测零售价格均衡，可以通过生产者i得到的特许经营费的最大金额Fi
 来进行，而Fi
 又可以由下式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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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如果零售均衡是稳定的并且零售价格是战略互补的，那么由引理1可以得0<m2
 <m1
 。如果生产者利润函数是单峰值的，一阶条件具有批发价格均衡的特征，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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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ε（q）不随q而下降，那么最后一个不等式暗含着qc
 <qf
 ；如果不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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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矛盾。同样，可以证明（4-13）式中的第一个不等式与E（q）的单调性暗含着qf
 同样的论点也可以用来证明利润会随着分配层次的连续增加而增加，假设价格是战略互补的并且需求函数是连续水平呈现的，也就是说，如果厂商不是把产品直接卖给零售商而是卖给批发商（在独占协议下），批发商然后再卖给零售商（在独占协议下），这样的话厂商的利润可以再次得到提高。在极端的情况下，随着分配层次的增加，利润可以接近共谋情况下的利润水平（当然，要忽略操作每个分配层次时的有关成本）。


这一分析再次表明，纵向限制可以用来减弱生产者之间的有效竞争。零售商扮演“黑匣子”的角色服务于“反应器”，并且可以使生产者更容易（隐含的）勾结；纵向限制构成了一个有助于提高这些“反应器”的性能的工具。

在这个模型中我们要强调的是，一个垄断的生产者或者完全竞争的零售商可以通过与有竞争力的零售商打交道得到最佳的聚合。这强调了竞争的本质对于在生产者层面分析纵向限制的作用的重要性。

命题2还强调了不存在特许经营费时均衡价格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基本的直觉是，尽管无论有没有这个费用，零售商的反应函数都是一样的，但在不存在这个费用的情况下生产者的反应函数导致了较高的价格：生产者i的利润与产品的“感知”需求是相等的，这种需求在有或者没有特许费时都是一样的，如果有特许费，那么上限为qr
 i
 （p1
 ，p2
 ）-c；如果没有，那么上限为pi
 -c。结果，生产者i的反应函数pr
 i
 （pj
 ）（j=1，2，ji）在特许费不存在时更高，这导致了更高的均衡批发价格和更高的均衡零售价格。这表明当双重边际问题不是太重要时，生产者更倾向于不存在特许费的情况。

相似的论点可以用来解释独占交易的合同为什么会增加利润。假设有两个公司，一个公司的产品占有较小的市场份额，而另一个公司的产品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假设在分布上有规模经济（在任何环境上）。然后，其产品拥有较大市场份额的厂商可以通过迫使其竞争对手建立自己的销售网络来提高对手的成本，而不是让竞争对手使用已经建立起来的零售商销售网络。较高的分布边际成本会使出现在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变得更高，因此较大厂商的利润也会更大。如果在两个市场的产品分配上或者在两种产品的分配上存在范围经济，那么独占区域的规定会与独占交易的规定交互。一个新的零售商不能试图通过销售两种产品来降低成本。



注释


[1]
 模型说明部分参见Patrick Rey,Joseph stiglitz:“The Role of Exclusive Territories in Producers'Competition”,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1995（3。）


第三节　独占区域的案例

一、汽车行业

中国汽车市场结构属于高度寡占垄断型的市场结构，中国汽车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制造商处于强势地位，零售商的势力受到严格的限制。目前纵向限制中的独占区域策略成为中国汽车制造商对零售商的限制方式之一，比如奇瑞、一汽丰田、上海大众、广州本田、一汽奥迪等都采用了这种营销策略。目前在中国汽车界独占区域策略的实施是比较成功的。

2003年5月底，上汽集团奇瑞汽车宣布，将正式推出“限区域独家特许连锁经营模式”，其核心内容也是兴建大型的4s专营店，但是和别的品牌专营店不同，未来奇瑞的4s店在计划中还将建设若干附属店，二者分别被称为“旗舰店”和“社区店”。奇瑞汽车在推出这一销售模式时，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力争为他们提供近、快、精的服务。该方式是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结合短、中、长期的发展规划，在一个城市一定的区域内发展一家经销商。在授予这家经销商在该地区的特许经营权之前，这家经销商首先要兴建一家具有4s功能的大型汽车专卖店，也就是“旗舰店”，与此同时，在这一区域的其他地方，由“旗舰店”投资兴建若干个具有汽车展销和快修功能的“社区店”。而当“社区店”周围的消费能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社区店”也可升级为“旗舰店”。由于该模式是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利用独占区域提高服务水平的，因此其受到了众多消费者和厂家的支持。

另外，奔驰汽车厂商也运用独占区域策略来限制零售商之间的串货现象，奔驰的本区域专卖店一旦发现前来维修的客户的车并非本地区销售的，就会上报厂家，由厂家对“串货”零售商进行处罚。一位奔驰授权商也表示，在厂家没有实施区域限制以前，品牌内和品牌间的竞争很激烈，尤其是因为没有跨区域销售的限制，外地的零售商会经常到本地以更低的价格销售汽车，所以要守住本地市场就得牺牲价格。但自从厂家对授权店的跨区域销售有所控制后，市场价格就稳定了，零售商所担心的问题不再是以什么价格出售可以压倒竞争对手，而是如何提高服务质量，以从厂家获得更大的批发价格折扣、更多的支持以及消费者的青睐。

在中国，上下游厂商都比较多，很容易产生“串货”、恶性竞争等现象，独占区域可以保护在该区域已做好前期准备的零售商的利益，提高零售商的积极性。

独占区域可以限制零售商在品牌和销售范围上的竞争，有利于提高零售商在培育市场方面的积极性，保证品牌良性发展。此外，它还能减弱零售商之间的价格竞争，维持汽车价格的稳定。

二、京东医药城

京东医药城虽然是一个平台性质的药品商城，但它与“海纳百川”的天猫医药馆最大的不同在于，它采取“商家区域独占”的模式招商。即，每个区域只有一个商家服务，等于说进入北京站后，只能看到一个商家，其他商家是看不到的，而且还是实体门店配送，配送的时间要求是24小时内。京东医药城对区域进行划分，使该区域的消费者直接进入该区域的店（相当于一个独立门户），店内的商品都是由一家连锁药店提供的。一般来说，一个城市会有一家较大的连锁药店，覆盖整个市区。京东医药城在限定医药电商的同时也限定了自己在一个地区只能与一个商家合作，因而其流量变现的能力会下降。

为了保证用户体验，京东医药城在选择合作伙伴时特别谨慎。市场总监邵清表示，一般而言，他们会选择全国百强或区域知名的连锁药店企业进行合作，因为这类企业有着门店分布广、门店数量多、知名度高等特点。线下品牌的知名度和线上医药城的流量优势可以帮助合作企业拓宽销售渠道，给门店带来更多的销售额，使京东医药城更快地被消费者所喜爱。

京东医药城以市为单位进行招商，消费者进入京东医药城网页后，系统会识别用户的IP地址，将他们引导到所属区域的商家购药，购买成功后，由线下连锁门店的店员送货上门，真正实现当地化配送。

独占区域的优势在于，它能够保证合作商家的利益，减少跨区域价格战带来的风险和损失，让商家把更多精力放到提高服务质量上。京东商城的这一模式能够改变目前传统医药商家因网上价格管制严格而不重视网络销售的现状。独占区域的模式，能够让医药厂家更快地适应医药电商的步伐，参与到医药电商的潮流中。


第四节　关于独占区域的司法实践

一、中国的司法实践

对于由独占区域或独家销售所造成的垄断行为，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

《关于禁止垄断协议行为的有关规定》第六条规定：“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经营者无正当理由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协议，约定交易相对人只能在特定的区域市场内从事经营活动。”

二、美国的司法实践

《谢尔曼法》第一条规定：“所有限制州际或对外商业贸易，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组成联合，签订合同或秘密协议的，都属于违法行为。”第二条规定：“任何人垄断或企图垄断，或与他人联合、共谋垄断州际或与外国间的商业和贸易，是严重犯罪。”它认定的纵向限制行为主要有搭售和固定销售行为；而独家销售行为一般认为是不被禁止的，但若司法机构认为其违法，则不能适用本身违法原则，而应该以合理原则为判断标准。

《克莱顿法》以立法形式明确了纵向限制竞争行为，将其纳入了法律规制的范围。

三、欧盟的司法实践

《欧共体条约》第81条规定，欧盟对于纵向限制行为采用的是合理原则。该条第3项则规定了豁免情形。欧盟委员会认为，纵向限制具有阻碍和促进竞争的双重效果。如果依第81条第1项，纵向限制显著限制和扭曲了竞争，则予以禁止；而依第81条第3项，如果限制所产生的利益超过了其反竞争效果，则予以豁免。欧盟委员会的这一规定正是合理原则的体现。

四、德国的司法实践

《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6条规定：“企业之间就商品或服务订立的协议，如对一方当事人（1）限制其使用所供商品、其他商品或服务的自由；（2）限制其从第三人处采购其他商品或服务，或向第三人提供其他商品或服务；（3）限制其向第三人提供商品；（4）责成其购买在实质上或商业习惯上都与所供商品或服务不相符合的商品或服务，因此类限制行为的规模，此类商品或服务或其他商品或服务市场上的竞争受到实质性限制，则卡特尔当局可宣布此类协议无效，并禁止实施新的、同类性质的约束行为。”


第五章　共同代理

共同代理理论是Bernheim和Whinston在1985年首次提出的。如果一个代理人的经济活动不是仅影响到一个委托人，而是影响到多个委托人，这些委托人的行为具有多种可能性，并可能产生冲突，那么这种委托代理行为就被称为“共同代理”（common agency）。


第一节　引言

Bernheim和Whinston（1985）把共同代理分为内生共同代理、内生排他代理和授权共同代理三种情况，分别予以考察。对于信息的不完全性，Bernheim和Whinston（1985、1986）认为，在有多个委托人的委托代理关系中，由于一个代理人同时接受多个委托人的任务，所以其就可以对委托人进行信息操纵，最终导致共同代理并非均衡结果。stole（1991）将Holmstrom和Milgrom（1991）单一委托人的多任务情况扩展至多委托人环境，发现当代理人为两个委托人付出的行动或努力可相互替代时，高效率的代理人将提供其最优努力，而低效率的代理人付出的努力将被扭曲。Holmstrom和Milgrom（1991）认为，当代理人执行委托人授予其的多个任务时，应该在多任务框架下探讨代理人的激励问题。Martimort和stole（2001）比较了内生型与授权型共同代理博弈的差别。

Galore（1991）集中考虑了寡头垄断的生产形式，认为当代理人拥有关于成本的私有信息时，在寡头市场中引入共同代理对委托人的收入有正负双重效果，在更好地协调任务完成的同时，也增加了代理人的信息租金。stole（1991）认为，当代理人所承担的多个任务之间存在互补性时，由于委托人的同质性，不同任务的激励效果会彼此加强，从而外部性会内部化，委托人的利润损失也会减少。Biglaiser和Mezzetti（1993）认为，倾向于高估代理人的委托人，更容易吸引高生产率水平的代理人；而倾向于低估代理人的委托人，更容易吸引低生产率水平的代理人。

Martimort（1992）和stole（1991）发现，激励的扭曲程度取决于外部性的正负。Biglaiser和Mezzetti（1993）经过分析认为，当委托人选择排他性合约时，激励引发的竞争会更加激烈。Mezzetti（1997）研究了委托人水平有差异的情况，并给出了两种合约安排，即独立签约（排他性交易）和委托人之间合作（共同代理合约）条件下的最优激励的提供。

Corts（2001）分别分析了电影发行日期间隔、影片类别及是否由明星主演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共同代理能促进委托人之间的共谋。Dixit、Grossman和Helpman（1997）假设信息是完全的，代理人不会向委托人隐藏信息，考虑了多个委托人合作的情况。他们发现，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均衡使得代理人的行为总是有效的。Laussel和Breton（2001）证明了，由于委托人之间存在竞争关系，代理人能获得一定的信息租，可以根据代理人信息租的大小对多种共同代理关系的效率进行评价。

Mezzetti（1997）证明了在特定假设条件下，共同代理总是优于排他代理的，在这种情况下，代理人拥有私人信息仍然会减少委托人的利润，而委托人之间相互合作，则可以减少这方面的损失。Calzolai和scarpa（1999）证明了，当产出互补时，均衡合约与内生共同代理情况是一样的；当产出相互替代时，除非两种产出之间的替代性非常强，否则委托人合约的最优条件与内生共同代理是一样的。Martimort（1996，1999）指出，政府内部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存在多委托人代理关系，这种组织选择源于政府有限的承诺能力。Aggarwal和Nanda（2004）认为，企业所追求的一些社会效益目标与董事会的规模正相关。董事会规模越大，越不利于企业制订管理方面的激励方案。Raff和schmitt（2004）将共同代理模型应用到了国际贸易问题中，认为国内生产厂商与销售企业签订排他代理合约是反竞争的。Martimort和stole（2004）开发了一个需求偏好框架，该框架反映了基于竞争强度的替代性和互补性方面的变化，以及这一结构如何直接与博弈形式（内生、授权、垄断、完全竞争）的各种产出联系在一起。


第二节　共同代理模型
[1]



一、模型介绍

我们的模型是许多委托人问题当中标准的双边委托代理问题的延伸，我们研究的环境由风险中性的委托和一个单一代理的条件组成。这种代理问题会产生不确定的结果，它既可以决定不同代理人所得到的激励的概率分布，也有可能导致代理人选择不参与这种代理行为。代理人参与代理行为，作为N种可能结果中的一种，是由代理人的选择行为决定的，并和不同委托人的货币报酬相关联。我们通过建立∏（RN的子集）和代表元素π≡（π1
 ，…，πN
 ）来得出可能的概率分布结果（每个结果都是由代理人的行为选择导致的）。在下文当中，我们将代理模型（不失一般性地）直接表达为选择集合∏中的一个元素。

当事人j的不同的货币报酬是由N维矢量qj
 =（qj
 1
 ，…，qj
 N
 ）所得出的，对于委托人而言其被假定是风险中性的，而委托人的总期望收益π的概率分布是由代理人所决定的，为π·qj
 （自始至终我们都用“·”来表示两个向量的数量积）。我们注意到，因为π·qj
 的最大值并不是对所有的委托人j都具有普遍的一致性，所以委托人很有可能与代理人在应当采用什么生产经营行为方面有着明显的分歧。总的来说，我们也可以定义j委托人的收益矢量为q=[image: ]
 。如果代理人并没有参与，那么委托人j的货币收益为Qj
 （我们定义[image: ]
 ）。

在这种条件下，每个委托人都有动机去影响代理人的分布选择。我们假设代理人的选择是不可观测的，而能够意识到的特殊结果可以被所有委托人观测到。因此，每个委托人的策略都由一个有条件的收益奖励方案组成，这个方案为委托人j给出了一个补偿矢量yj
 =yj
 1
 ，…，yj
 N
 ）∈RN
 。在这个方案中，没有绩效的话也就没有报酬支付。在大量诸如“多委托人/单一代理人”的博弈中，委托人j是同时变动的，每个委托人选择有条件的收益奖励方案，代理人了解了这种状况之后便会选择一种分布方案（或者不参与）。

我们假设这样一种代理人，在决定选择哪种分配方案时只考虑委托人提供的总激励方案，其中[image: ]
 。于是我们定义组合[image: ]
 如下：当且仅当代理人被总激励方案y所吸引时，其会选择π，其中（π，y）∈C。在标准代理模型中，代理人的最大期望值是由收益和行为可分的冯·纽曼—莫根施特恩效用函数所决定的；组合C是由一个激励一致性限制和一个保留效用水平定义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并不需要许多的公式结构，因此，我们应当对C不加以限制并只有当需要的时候才加上标准代理公式的限制。为了以后做参考，我们对标准代理公式做出以下假设。

[image: 90]


除了这个限制，还规定C代理人可以偏好比标准代理模式更好的分类。它也可以更广泛地解释为：在没有最大化约束的情形下，“代理人选择”可以作为一系列复杂的组织相互作用的结果而实现。

[image: 090]


条件（ⅰ）要求没有委托人有备选方案，当其想向代理人提供方案时，代理人的新的决策行为倾向于更高的净收益。条件（ⅱ）要求没有委托人期望代理人选择绩效较差的行为。

下面我们将采用一个新的条件（ⅰ′）。通过改变变量我们得到：

（ⅰ′）在服从条件（π，y）∈C的情况下，（π0
 ，y0
 ）能够最大化[image: ]


这个变换后的条件强调的是一个委托人将其委托分成两部分：其首先放弃其他委托人的提议，然后根据一些总的提议得出结论。很明显，只有在条件（ⅰ）和（ⅱ）得到满足的情况下，[image: ]
 才能达到均衡。

最后，我们会对在比较委托人合作行为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非合作的结果感兴趣。对于一个合作的结果，我们将其表达为（π，y），并得出单个委托人问题的结论为maX
 π，yπ·（q－y）服从于条件（π，y）∈C。

二、均衡的一般性描述

[image: 91]


[image: 92]


引理1提供了一个有启发性的均衡特性，它可以促进与合作解决方案的比较。在随后的部分，我们将对这种比较进行更多的陈述。引理1的证明也有一个吸引人之处，即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阐明共同代理的问题。通过重申基本均衡条件（ⅰ′）而不是（ⅰ），我们强调了委托人目标均衡的必要性，因为所有委托人可以影响相同的综合激励方案的变化，而任何这样的改变都是值得的。我们说隐含形式是因为侧向支付是通过代理人转换的（因为有净激励机制问题，因此委托人可以在设计出优势激励方案前剔除其他投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对（3）做如下解释：每个委托人把其报酬的1/J给予其他委托人（因此其总净支出为（J－1）/J－q－i/J
 ）。在这些转换得到实施之后，每个委托人的目标函数就明确为[image: ]
 为净转让激励报酬）。因此，一个委托人可以通过均分总体最优激励方案来达到一个均衡，同样，通过添加适当的费用（αi
 ′s）可以保证成员自愿参与。这个费用仅仅反映每个代理人可选的因素的价值，不同于Qi
 －Q/J。

这个证明的另一个优点为，αi
 ′s的选择是完全随机的，只要其总和为零，则每个委托人的参与约束就是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得出结论：在委托人中间的均衡分配的净回报是不确定的——一个委托人只能得出结论，i至少能够得到Qi
 的回报。



注释


[1]
 see B.Douglas Bernheim and Michael D.Whinston，“Common Agency”，Econometrica，1986（6：923942.）


第三节　共同代理的案例

一、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

1.案例概况

中国的经理人市场还远远没有实现竞争，党管干部的人事管理体制决定了国有企业经营者的任免难以通过市场选择来实现，政府对企业的超强控制和行政干预还常常存在。此外，多数国有企业仍然保持一种多层级的多委托人的共同代理关系，如果目标和利益不一致的各级政府官员都需要激励与监督国有企业经营者，那么可想而知这种多层次的共同代理制度势必会造成更大的效率损失。考虑到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特殊性，加之产权性质的不同，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不同于一般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众多已有研究均表明，政府官员与国有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国有企业中最普遍的现象，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问题。

我们收集2001—2008年上市公司披露的研发投入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2487家样本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的经验证据证实了政府控制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不及非政府控制上市公司（见表5—1和表5—2），而2001—2008年1027个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研发投入的经验证据证实了经营者持股也对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强度存在积极影响。
[1]



表5—1　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总资产的比重

[image: 94]


表5—2　上市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

[image: 094]


因此可以看出，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和效果都不如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由于面临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其创新激励强度不如非国有企业，经营者拥有剩余索取权对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具有积极效应。

2.国有企业中的共同代理行为

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企业中最重要的契约关系，由此发展起来的委托代理理论是过去三十多年里契约理论最重要的进步之一。在理论建模方面，Hart和Holinstrom（1987）刻画了经典的委托代理模型，该模型的核心是委托人如何设计出一个最优契约，在满足代理人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的条件下，使代理人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参与约束要使代理人获得的收入至少不低于其在外部市场上的保留收入，而激励相容约束则要使代理人努力时比不努力时获得更高的收入。

对于我国来说，国有企业的共同代理问题尤为严重，根据共同代理基本模型可以看出，代理人是国有企业经营者，委托人是各级政府官员。国有企业中较严重的代理问题，使得所有者权能严重弱化。虽然国有企业改革进展很快，但在现实中，由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实际上由政府官员行使，因而政府官员往往拥有高度集中的控制权。从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看，作为国有资产所有权代表的各级政府官员是国有企业经营者选拔和晋升及薪酬的主要决定者，而且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无论是早期的放权让利、承包制还是后来的股份制改革，政府官员都把经营者报酬与企业经营绩效挂钩作为激励国有企业管理者的一个基本手段。由于作为替代产权所有者的政府官员拥有高度集中的控制权，但是却不能分享剩余索取权，因此他们极有可能牺牲国有企业的最终所有者（全体人民）的利益。同时，他们还有可能会利用其高度集中的控制权谋取私利，而高度分散的所有权又决定了对其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管非常困难。

通过比较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创新表现及其背后的激励结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目标不一致的多个委托人（政府官员）的存在，是国有企业创新激励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从现实情况来看，与许多国家相比，我国科技管理体制的最大问题不是过于集中，而是比较分散。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机构臃肿和条块分割与相互封闭的行政管理格局始终未能得到根本改变，造成了当前创新资源多头管理、多头配置的局面。正是由于国有企业中的委托代理问题较非国有企业突出得多，因此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强度不如非国有企业。

3.共同代理行为的影响

作为一种纵向控制的合约安排，共同代理可能成为委托人之间达成共谋的机制，也可能因为代理人同时代理多种竞争性产品而减轻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因此不能简单断定共同代理对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必须结合市场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来进行分析，不可一概而论。这对于政府规制政策、反垄断条例的制定都有很重要的启示。

由于作为委托人的地方政府有实现地方利益最大化的冲动，往往片面强调GDP及由此引致的财政收入的增长，因此其较少关注自主创新目标。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官员有动机和能力要求其控制的上市公司减轻自身的政策性负担或者实现其政治晋升目标，我国地方政府从国有企业中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非国有企业。由于政府所有或控制的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往往要兼顾促发展的地方政府转嫁过来的片面追求短期GDP的目标，加之缺乏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和完善的外部制度保障，国有企业经营者增加长期创新投入的动力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我国国有企业的创新行为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在创新投入方面也明显不足，不利于我国国有企业扩大竞争优势与长期发展。

4.共同代理行为的规制

由于国有企业存在共同代理行为，在存在众多目标和利益不一致的政府官员的情况下，为了提升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创新激励水平，必须缩小政府规模，避免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多头管理，划清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审批和管理边界，避免对国有企业进行多头管理的现象，以实现对政府组织结构的优化调整。

我国成立的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协调领导小组，便是试图通过加强中央政府对区域科技创新的协调和调控力度，打破地方部门壁垒，建立条块联动机制，促进科技创新资源的流动和共享，协调解决各级政府部门对各类科技创新资源的交叉管理问题。

我国应当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体系，为防止国有企业经营者过度追求其利益，就不能把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过多地与当期利润挂钩，而应该在适当减少短期激励的基础上对国有企业经营者进行中长期激励。正如Hoskisson和Hitt（1988）所指出的，创新要求公司治理由主要注重对短期财务绩效的财务控制向注重长期创新能力的战略控制转变。目前，我国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方式还远远谈不上完善，现有的岗位薪酬、绩效薪酬都属于短期激励的范畴，现阶段并没有提出明确的中长期激励措施。因此，必须在国有企业内部形成一套长效的经营者选拔和激励机制，让国有企业经营者有更长的任期和稳定的预期，使他们能够高瞻远瞩，注重对技术研发的投入。

二、物流金融中的共同代理
[2]



1.案例概况

物流金融是指在供应链业务活动中，第三方物流企业（3PL）与银行联合起来为资金需求方提供融资，运用金融工具物流产生价值增值的融资活动，物流金融涉及的主要服务功能包括物流、流通加工、结算、融资、评估、监管、资产处理、金融咨询等。在物流金融中涉及三个主体：3PL、客户企业和银行。对3PL来说，它是物流服务的延伸，也是一种新兴的物流增值服务。3PL在物流金融业务中作为客户与银行的信用中介，不仅降低了客户的交易成本，而且也减少了银行因信息不对称而承担的风险。

物流金融业务中，3PL运用自己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的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结合起来，物流金融中的这种相互合作、相互关联，使联盟成员获得了有用的信息资源，但是并不能保证不存在成员企业为个体利益而隐瞒私有信息的情况，于是产生了成员间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由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性，物流金融联盟成员企业之间形成了一种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

2.共同代理行为

共同代理指多个委托人雇用同一个代理人的代理模式。在共同代理模式下，代理人从事多项任务，又称多任务代理人。共同代理理论将双边委托代理扩展为多委托单代理模式，对某些经济和社会现象更具解释力。在多委托人的情况下，一个代理人必须在多个任务之间分配其不可观测的努力，因而无法全面地防范和解决物流外包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共同代理中，委托人的报酬激励将是低效率的，因为代理人只重视那些看起来相对比较容易评估的任务，而忽略其他的任务。在物流金融业务中，3PL 作为银行和企业的共同代理人，同时承担企业的物流运作任务和银行对企业的监管任务。物流金融是跨组织的活动集合，3PL 的行动必将影响到联盟中的其他企业。3PL作为共同代理人，其行动的选择，将影响到物流金融中激励机制的设计和实施。

根据委托代理问题中的激励效应，银行和企业的激励强度越大，3PL越努力，则单位产出获得的收益就越高，3PL就会越努力工作来增加产出，以获得更高的收入。能力越强的3PL越会付出更大的努力去获得银行和企业甚至社会的认可，以增强自己的市场竞争力。

3.共同代理行为的影响

物流金融中，银行和企业会选择专业化程度高的3PL，通过增加对3PL的了解，设定合适的激励强度，强化对3PL的监督和评测，促使3PL努力工作，减少道德风险的产生，使物流活动更加协调，从整体上提高物流金融的运作效率和绩效水平。对于3PL对努力水平有更大的选择空间的情况，银行、企业和3PL对待风险的态度不一致的情况，我们可以利用激励机制来解决物流金融业务中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工作效率。



注释


[1]
 参见周权雄：《双重任务、共同代理与国有企业创新激励——来自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3。


[2]
 参见顾建强、王锐兰：《金融物流——现代物流服务的新领域》，载《产业经济》，2006（1，22~23页。）


第四节　关于共同代理的司法实践

对于国有企业中的共同代理引起效率低下的问题，《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今后国家只审批关系经济安全、影响环境资源、涉及整体布局的重大项目和政府投资项目及限制类项目，其他项目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由投资主体自行决策，依法办理用地、资源、环境、安全等许可手续，对必须审批的项目，要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权限，扩大企业集团的投资决策权，完善咨询论证制度，减少环节，提高效率。

对于商业银行对集团授信过程中存在的共同代理问题，《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规定，完全符合以下四种情况的信贷工作人员可以免责：第一，客户调查环节中，凡根据《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相关要求及一般惯例完成客户调查报告的；第二，授信申请、受理和审查环节中，对授信业务进行勤勉尽责的调查、分析和评价，并根据要求将审查情况及相应的变动情况以书面方式及时予以详细记载和报告的；第三，授信审批和发放环节中，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并依法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提出分析对策，并以书面方式予以记载和报告的；第四，授信后的跟踪调查过程中，能及时发现风险苗头，并对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有效纠正措施，同时将相关情况以书面形式及时予以记载和报告的。

《合同法》第409条规定，两个以上的受托人共同处理委托事务的，对委托人承担连带责任。

《信托法》第32条规定，共同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对第三人所负债务，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三人对共同受托人之一所作的意思表示，对其他受托人同样有效。

共同受托人之一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到损失的，其他受托人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关于适用民法通则的若干意见》第79条规定，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的，如果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代理人协商，所实施的行为侵害被代理人权益的，由实施行为的委托代理人承担民事责任。


第六章　双边市场

进入21世纪后，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理论被学术界和产业界所重视，是近年来被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第一节　引言

关于双边市场的定义，到目前为止还存在争议。根据被认可的程度，它的定义可分成三类。

（1）假设有一个对每次交易收费的平台，向买者和卖者分别收取[image: ]
 和[image: ]
 的费用。当平台对需求双方索取的总费用[image: ]
 固定时，如果任意一方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到总交易量，那么这个平台市场就是双边市场；如果平台实现的总交易量只和价格总水平相关，与价格结构无关，那么这个市场就是单边市场。简单地说，双边市场可定义为“价格总水平不变时，价格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交易量的具有双边或多边结构的市场”。

（2）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视角定义双边市场，即，如果一边市场用户获得的收益会随着另一边用户数量的增加（减少）而增加（减少），那么这个市场就是双边市场。

（3）双边市场需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一个平台上必须至少有两个交易方；第二，一边采取的决策对另一方的结果有影响，即存在外部性。

双边市场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交叉网络外部性。市场的网络外部性是指，该市场的消费者能够从其他同类消费者中受益。交叉外部性与其他网络外部性的相同之处是都存在规模经济，不同之处是，交叉外部性是存在于不同类型的市场用户中的，而且每个用户都无法将外部性内部化。

（2）存在一个中介平台，能够将外部性内部化。平台企业作为连接和协调不同需求的市场主体，面对的需求来自于独立的两个市场，两边市场对平台的需求存在互补性：缺了一方，另一方的需求也将不存在。同时，平台企业在为其中一个市场提供服务（设计产品、制定定价策略）时，除了会影响该市场的规模外，还会影响另一个市场的需求。所以，平台企业在为一个市场进行决策时，需要考虑这种决策对另一个市场产生的影响，同时确保能够实现各类市场的需求。

（3）价格非中性。由双边市场的第一类定义可知，平台可获得的总收益为[image: ]
 ，这样平台企业需要将总收益在买卖双方之间进行分配。需要注意的是，平台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对其中一方索取的价格可以为0或者负数（进行补贴）。

双边市场分为三类：

（1）市场创造型。市场创造型双边市场能够方便双边用户在平台上进行交易，努力提高搜寻交易对象的效率和成功的概率，如超市。

（2）受众创造型。这种双边市场的交易平台是为了吸引读者、听众或网民，从而使得企业在平台上发布更多的广告和产品信息，主要包括媒体产业，如电视、报纸、杂志。

（3）需求协调型。这种双边市场能够通过交易平台使得双边的用户满足对方的需求，主要包括IT行业、通信产业和银行卡系统。


第二节　文献述评

由于双边市场在经济中越来越普遍，对经济生活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所以国内外学者对双边市场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早期，学者对双边市场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厂商的定价和竞争战略的理论研究，后来研究方向逐渐由理论上升为实证，由静态转向动态。

一、双边市场平台厂商的定价研究

在平台厂商的行为中，定价是其核心。平台厂商选择的定价策略直接决定了两边用户的参与规模和平台可实现的利润，从而影响整体的产业剩余和产业运行效率。所以，在双边市场的理论研究中，关于定价的文献很多。

比如，纪汉霖（2006）通过构建双边市场下垄断平台厂商和竞争平台厂商的定价模型，得出了以下结论：平台厂商的定价与平台厂商提供给双边用户交易的固定成本和双边用户的交叉外部性相关。

随后，Evans和schmalensee（2007）指出，双边市场中一边市场的边际成本的增加不会影响到另一边市场的边际成本。平台厂商的定价取决于两边用户的需求价格弹性、边际成本和交叉网络外部性。他们认为，平台厂商通常通过一边市场获得大部分的利润，而对另一边市场则以低于成本的水平定价。

此外，王为农、许小凡（2011）认为，大型零售商作为市场创造型双边市场的平台，为消费者和供货商节约了搜寻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

而后，ChihWei Chang、Yanshu Lin和Hiroshi Ohta（2013）阐述了，在研究双边市场的平台厂商时，一方面要考虑两边用户的外部性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另一方面要确定分析外部性的定量分析方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建立平台厂商的定价模型。

总的来说，双边市场平台厂商对产品定价的一般方法是：在不同的市场竞争状况和市场运行情况下建立定价模型，从利润最大化或者福利最大化的角度选出最有利的价格结构，然后分析影响价格结构的因素和在不同状态下市场参与者的福利水平的差异。

二、竞争策略研究

在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产业中，平台厂商之间存在各种竞争，所以，平台厂商的竞争策略是双边市场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平台厂商的竞争策略不仅影响产业组织理论，而且影响企业的战略管理、营销管理理论，还会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和产业监管的政策。

曾湘玲（2007）从零售商和供应商的纠纷现象入手，重点探讨了零售业的定价机制和纵向控制行为。他用双边市场的定价机制分析了零售商纵向控制势力的产生缘由，探讨了通道费与零售商纵向控制的关系，说明了零售商滥用垄断势力进行纵向控制的行为导致了“零供”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曹洪（2008）认为，捆绑策略是双边市场中常用的策略，它对市场各方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他针对流媒体的市场竞争构建了一个博弈模型，探讨了捆绑对双边市场的影响。模型的结果显示，捆绑对竞争平台的影响很明显，但对消费者福利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是模糊的。

而后，蔡国成（2009）指出，双边市场的用户可以分为“补贴方”和“赚钱方”。双边市场中的平台可以运用捆绑销售对一边用户补贴，来吸引这部分用户进入平台，扩大平台的网络效应，提供对“赚钱方”用户的定价，从而获得利润。

另外，胡伯清（2008）以我国连锁零售业中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产生的矛盾为背景，讨论了在双边市场中厂商拥有不同市场力量的情况下，平台企业定价策略的区别和厂商与平台企业的竞争博弈关系的变化，同时罗列了影响双边博弈均衡的因素。

与此同时，胡群（2008）对平台运营商的倾斜式定价、交叉补贴、捆绑销售等行为进行了简单的说明，并以银行卡产业为例，对反垄断问题进行了归纳、总结。他指出，即使平台厂商处于不利的位置，也可以通过有效的方式来转变局势，比如一体化、并购、战略联盟、许可经营等。

综上所述，由于两边用户的共存关系，平台厂商需要顾及两边用户，所以竞争战略的制定取决于两边市场的发展状况。具体来说就是，平台厂商将考虑两边用户的数量和服务的差异性，从而制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竞争战略。

三、双边市场理论的应用现状

双边市场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经常被应用于对具体行业的分析中，于是对双边市场的分析就突破了单边市场的局限，能够进一步深化对双边市场平台的认识。

朱曦（2006）利用双边市场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保险市场，解释了中国保险市场上的一些现象，并认为双边市场理论为中国保险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指导和启示。

丁源（2011）借助双边市场理论考察了网络团购的现象，通过建模分析，他理清了双边市场中消费者、团购平台和厂商是怎样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价格决策的，揭示了网络团购价格背后的经济学原理。

此外，陈文君（2011）以苹果公司为案例，追溯了双边市场模式成功的原因，并论证了我国在发展服务业时应采用新型双边市场模式。

随后，Christos Genakos和TommasoValletti（2012）用双边市场理论分析了手机市场，发现了需求的相互依赖性，并建议监管部门对双边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进行监管。

总之，把双边市场理论和具体的行业分析结合起来，能够为产业的分析提供有价值的指导。


第三节　模型

一、终端用户之间无交易费用

本部分通过建立一个规范化模型来集成反映平台的使用和会员外部性问题。现存的有关双边市场的模型以及早期的间接网络外部性模型均是本部分模型的基础。假设市场上存在两方（i∈{B，s}）以及一个垄断的平台厂商，对于每一方i，平台的固定成本为Ci
 ，边际成本为c，加入平台市场后每一笔交易的平均收益为bi
 ，固定收益为Bi
 。i方的终端用户每次交易分别付给平台Ai
 、ai
 作为会员费和使用费。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假设终端用户之间没有交易费用，此时买者的净效用如下（bi
 为使用收益，Bi
 为会员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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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
 表示和平台有联系的另外一方会员的数目，因此决定加入平台的i方的终端用户数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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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Ni
 只取决于另一方的会员数目Nj
 以及每一次的交易价格，定义如下：

[image: 108]


另外，将Ci
 加入到方程（6—1）中，并且用Nj
 将Ui
 分解，则得到需求方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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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范化条件下，方程（6—4）有唯一解如下：

[image: 110]


pB
 、ps
 的变化所引起的nB
 、ns
 的变化可以通过方程（6—4）变形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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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格由标准的勒纳方程决定：

[image: 112]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每一笔交易赚到pB
 、ps
 ，而平台有四个随机点——买方（aB
 、AB
 ）和卖方（as
 、As
 ），所以价格政策存在冗余。但是，在某些特定的案例中，这些工具都不实用。

纯使用价格：设想存在这样一种情形，i方终端用户之间只有每一笔交易的收益bi
 不同，但是固定收益或成本Bi
 是相同的，此种情形下，使用价格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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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会员价格：现在考虑Armstrong模型。每一方的终端用户的会员收益Bi
 不同，但是每一笔交易都获得收益bi
 。此外，平台只收取会员费，终端用户之间的每一笔交易没有成本。此种情况下，可以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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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116]


二、终端用户之间有交易费用

很多有关会员或间接网络外部性的模型都是以终端用户之间无交易费用为基础的，例如，在视频游戏行业，游戏开发商将与其平台兼容的产品卖给消费者。但是，上文的规范化方程模型Ui
 =（bi
 ai
 ）Nj
 +Bi
 Ai
 与现有的终端用户之间存在交易费用相矛盾。

假定在给定i方成员数目的情况下，每一次交易获利bi
 是在终端用户决定成为会员时由累积分配Fi
 （bi
 ）得到的。关键性的假设是分配Fi
 对所有的Bi
 都是一样的。因此，终端用户之间只在固定收益Bi
 上有所不同。

无论讨价还价是发生在信息对称情况下还是发生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使用价格结构都是中性的。令b=（bB
 ，bs
 ）。讨价还价产生一个可能的交易x（b，a）∈[0，1]和平衡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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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式表示潜在相互作用的平均社会剩余。平台的最优化问题可以分解为价格的选择（pB
 ，ps
 ）以及找到单位交易总通道费用a以使得总的交易剩余最大化，由此可得到一些结论。

（1）科斯定理：假定买者和卖者在进行交易时知道对方的估价。在完备信息条件下，交易发生的条件为bB
 +bs
 ≥a，因此，当终端用户在交易的过程中面临社会成本时v达到最大化。

（2）信息不对称交易和垄断价格设定：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如果a=c，则终端用户之间的交易通常是次佳的。

首先考虑极端的价格设定情况。卖者选择改变买者价格t（在之前的模型中，t=ts
 =tB
 ）以使得［t－（a－bs
 ）］［1－FB
 （t）］最大化。已知以下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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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2：假定终端用户之间的交易是交易谈判的结果，对于每一方i，事前交易收益（或成本）bi
 是来自终端用户固定会员收益。

由此，平台最优化问题可以做如下分解。

（ⅰ）交易费用的设置是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平均社会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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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终端用户之间的讨价还价使得平台转移交易成本a*=c。

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谈判，则该平台的最优化补贴交易如下：a*

（ⅱ）平台设置其价格水平和结构如命题1中所示，以此来使得利润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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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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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规范化模型的扩张

为了研究哪些扩张是相关的，我们首先回到之前的效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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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Bi
 =（bi
 －ai
 ）Nj
 表示终端用户之间无交易费用，Bi
 =βi
 （a）Nj
 表示终端用户之间有交易费用。

假定a=0，则Bs
 =bs
 （Ns
 ）NB
 。如果应用程序之间是替代关系，则bs
 <0；如果应用程序之间是互补关系，则bs
 >0。


第四节　案例：唐山人人诉百度

一、背景

2007年唐山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人）创办了全民医药网，为了提高网站的访问量和点击率，人人与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的代理商签订了一份竞价排名协议。同年6月，全民医药网计划改版，把协议的支付价格下调，而这导致全民医药网的日访问量骤减。人人在2008年10月向国家工商总局申请对百度进行反垄断调查，12月25日，又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百度告上法庭。

二、争议

人人认为，网站访问量的骤减是由于其减少了对百度搜索竞价排名的投入，于是百度公司对其进行了全面屏蔽。人人指出，百度利用在中国搜索引擎市场的支配地位，对其网站进行屏蔽，给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百度屏蔽其网站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违反了我国《反垄断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而百度不认可这种说法，其辩称：首先，减少对人人网站的收录是因为该网站设置了大量的垃圾链接，搜索引擎自动对其进行了屏蔽，这是百度搜索的自然排名结果，跟人人对竞价排名的投入无关。其次，因为搜索引擎服务是免费对网民提供的，所以与搜索引擎相关的服务不能构成《反垄断法》中的相关市场。最后，人人搜集的关于百度搜索引擎的市场占有率的证据不足。

三、结果

经过审判，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2009年12月判决百度胜诉。随后，人人不服审判继续上诉，2010年9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

四、法律思考

该案件是中国法院在司法判决上首次涉及双边市场的例子。在该案件中，法院对双边市场的界定分为两方面：一方面，否定了百度以提供免费搜索服务为由否认存在《反垄断法》规定的相关市场的辩护。法院从参与百度竞价排名的厂商的角度出发，认为百度即使是免费提供搜索服务，也可以通过吸引网络用户和广告宣传等方式获利。另一方面，法院将该案件的相关市场界定为中国搜索引擎服务市场，经过各种分析，认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本身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法院意识到百度搜索引擎同时要面临两个群体，即参与竞价排名的厂商和网络用户，且两个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但是在进行需求替代分析时却没有考虑参与竞价排名的厂商。

相比于传统产业，网络产业的虚拟性和其特殊的盈利模式增大了法律审查的难度，如何界定此类案件的相关市场是一个难题。法院关于该案例的判决虽然没有详细涉及双边市场条件下市场的界定，但法院提出了一种考虑问题的思路，对以后我国反垄断案件的判决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七章商品流通及其演进*
[1]



商品流通是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纵向结构中的重要环节，起着连接生产与消费、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作用。本章在探讨商品流通的发展、演进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和阐述了流通的功能。



注释


[1]
 该部分参考了本人参加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流通革命与中国流通产业结构调整及现代化研究”（01BJY070的研究成果。）


第一节　商品流通的内涵与外延

一、商品流通的内涵

现代商品流通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内涵，它不仅是各种商品交易行为的总和，而且是各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

1.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不断变换

商品通过多次买卖，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其实就是通过转让和让渡实现占有。仅通过一次商品和货币的转让所引起的所有权的更迭，商品不一定能够最终成为消费者所占有的对象，商品流通的职能并不一定能够实现。流通实际上是一种运动过程，即不断转让和不断占有的过程。若非不断地转让就不可能不断地占有，正因为如此，商品流通过程作为交换行为的汇集，在交换中的不同时刻，商品的所有者不断改变，直至到达最终消费者手中。

2.流通是社会各成员的利益关系体系

交换本来就不是个人内部的经济活动，它至少要牵涉交换双方的利益关系，而商品流通则要涉及若干个参加买卖过程的交换者，所以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的总和。在商品流通中，商品所有者以卖者的身份出现，货币的持有者以买者的身份出现。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卖者和买者，他们是不同的商品和货币的所有者。除了生产者要扮演卖者、消费者要扮演买者以外，同一个所有者要先扮演买者，再扮演卖者。买者和卖者这两种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商品流通中经常由人们交替扮演的。因此，商品流通中交换关系的社会性质是极其复杂的，在买者和卖者的背后有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有不同所有者的关系，流通是社会各成员的利益关系体系。

3.流通是商品经济的运行方式

在商品流通中，商品所有者彼此以买者和卖者对立的形式出现，这种特定的社会身份，不是来自人的个性，而是来自以商品这个特定形式来生产产品的人们之间的交换关系。流通的社会性不只是说流通过程中在物与物的关系之后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流通是一种交换关系和经济关系，而且也说明流通本身就是社会过程，就是社会经济的运动过程。商品流通是社会再生产的必然阶段，是商品价值的实现过程，是个别劳动为得到社会承认而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流通是某种社会过程的总体
[1]

 ，流通关系是产品所必须通过并由以取得一定社会性质的一定社会过程。
[2]

 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流通也就是商品经济的社会运行方式。

二、商品流通的外延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更多的物品作为商品而存在，通过买卖进入商品流通，因此流通的外延也在不断扩大。通常，我们把商品流通分为狭义的商品流通和广义的商品流通。狭义的商品流通仅包括有形商品流通和无形商品流通，广义的流通则是指资金运动过程，即以价值形式表现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它包括商品流通和要素流通。

1.有形商品流通

有形商品是具有一定实物形态的商品。按照来源和用途，有形商品流通又可以分为最初商品流通、最终商品流通和中间商品流通。

（1）最初商品流通。最初商品是指直接从自然界获取的资源。由于自然界的资源有限，最初商品的供给受到限制。最初商品的流通不仅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因而最初商品的流通是不完全的流通，应有一定的制度约束。最初商品的所有权也与一般的商品有所不同。那些稀缺的最初商品，其所有权掌握在国家手里，其对资源使用的公平与效率都具有重要意义。最初商品的使用权可以通过公开的市场拍卖形成。

（2）最终商品流通。最终商品是指进入非生产性消费的商品。非生产性消费中有一部分属于公共消费，它关系到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和安全，这部分商品的流通要求制度给予规制和保证。最终商品中的生活品有一部分是生活必需品，它关系到国民生存的基本条件和保障，故而这类商品的流通也必然受到限制。事实上，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竞争性经济，它是在保证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给予人类基本的生活保障后的竞争。

（3）中间商品流通。中间商品是介于最初商品与最终商品之间的商品。中间商品绝大部分的供给与需求都具有很大的弹性，因而其流通主要由市场机制决定，可以是完全的商品流通。在现代经济中，社会分工的深化使得中间商品迅速增加，商品流通范围和规模也得以成倍扩展，社会经济内部相互间的联系更紧密，依赖程度更高，风险也更大。中间商品流通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经济的稳定与发展。

2.无形商品流通

无形商品是指不具有物质形态的交换对象。一部分无形商品是与有形商品融为一体的，但也有许多无形商品与有形商品是相互分离的，属于这一类的无形商品主要有服务和技术等。

（1）服务商品流通。一般认为，服务主要是指不可捉摸的、在生产的同时被消费的劳动产物。这一定义强调了服务的无形性，从而将服务商品与有形商品区别开来了。但服务与有形商品一样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也是商品，也存在商品交换和流通。与有形商品相比，服务商品的流通环节比较少，这是因为服务必须即时消费，无法转卖。服务的无形性及不能储存性使得服务流通常常表现为供小于求，因为没有服务的需求，就不会有服务的供给。服务的供大于求只能说明服务能力的闲置，而不能说明服务商品的过剩。

（2）技术商品流通。技术商品是用来交换的智力劳动产物。技术商品一般包括实体和载体两部分，实体是指技术商品的实质性内容，或者说是人类智力劳动的结晶，载体则是技术商品的物质形式。技术商品的种类很庞杂，如工业设计、专利、版权、未泄露的信息、商标、受版权保护的计算机程序和数据库等都属于技术商品的范畴。与一般商品相比，技术商品具有价值的增值性、自然垄断性、价值的不确定性、可共享性等特征。技术商品的交易一般是使用价值的转让，而且这种转让可以重复进行。技术商品的这些特性使得技术商品的流通更为复杂，交易的难度更大，更需要有效的交易规则和制度安排来保证交易的正常进行。

3.要素流通

资本、劳动力和土地被称为生产的三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素不可以无偿地获得，也需要进行交换，因此也是商品，也形成流通过程。但这类商品不能直接构成消费对象，而必须与其他要素组合在一起才能产生作用，所以要素的流通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流通。

（1）资本流通。由于使用价值不同，一般的商品之间具有质的差异性，而资本在使用价值上却没有这种差异性。商品流通中的商品最终总是要退出流通领域而进入消费领域，并在消费过程中转化为其他商品，资本在流通和转化过程中则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一般的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资本的价格则是由资本的获利能力和资本的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资本的流通所采取的形式也与一般的商品不同，主要是以股票、债券的形式在资本市场上流通。

（2）劳动力流通。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也是商品，其价值由再生产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与一般商品不同的是，商品的再生产只是简单的或扩大的再生产，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则是发展的再生产，即除了劳动者体力的再生产以外，还包括了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提高。因此，劳动力的发展再生产不仅需要一般的生活消费，而且取决于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自身的努力，后者被称为人力资本。而对劳动者人力资本投入的多寡，又是决定劳动力价格高低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力在不同地区之间的流通涉及人口的迁徙，因此要受到许多限制，特别是在国与国之间的流通将更为困难。

（3）土地流通。与商品流通不同的是，土地的流通只涉及所有权的转移，而不涉及土地本身物的转移。土地作为劳动资料，只能固定在一个地点，这个特性使之不能作为商品被运往市场流通，但它的所有权证书却可以变换，可以买卖，就这一点说，土地的流通可以视为一种观念上的流通。土地的流通可以分为两种形式：所有权的转移和使用权的转移。前者改变土地的所有者，同时使土地的所有权发生转移；后者则不改变所有者，出让的仅是土地的使用权。在后一种情况下，土地的使用权可以单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流通。



注释


[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46卷上，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2]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9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第二节　流通革命的历史演进

一、产业革命、消费革命与流通革命

流通方式是对产品或劳务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运动的客观状态以及所采取的具体运动形式的反映，其体现了流通载体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适应关系，是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流通中的具体表现，因而，流通方式的变革必然会伴随着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的变革而产生，至于相互影响的大小，则要受当时技术水平的制约。在18世纪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以前，由于社会生产效率较低，人们的消费水平也较低，小规模发展的生产和消费对流通的依赖性很弱，很多情况下甚至只是直接、简单的物物交换，流通对生产和消费也只能起到很微弱的作用。但是，自第一次大规模的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发生以后，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出现了深刻的变化，工业化、社会化催生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经济模式，这就使得流通的功能越发重要，在商品的流通量日益增加的同时，流通对生产和消费的影响力也增强了。于是，技术的变革也就与流通的变革紧密联系起来了，它既是流通方式发生变革的动因，又是流通方式发生变革的必要条件。

工业革命的推进，改变了社会的产业结构和组织形式，产生了以制造业为主体、以大规模生产为特征的新的经济结构。在产业结构方面，农业实现了产业化，传统手工业进行了机械化改造，制造业成为经济的支柱，科技成为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的核心；在组织形式方面，专业化分工与社会分工得到了深化，大批量、标准化、规模化的流水线生产成为工业化时代的典型生产组织形式。与工业革命相适应，消费结构和消费形式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结构上，实现了低层次需求向高层次需求的转变，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等耐用消费品走进了千家万户；在形式上，表现出大量消费的特征，消费者把消费品尤其是耐用消费品数量的扩张作为追求的目标。与工业革命和消费革命相联系，流通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出现了以连锁为特征的流通变革。在结构上，形成了以超级市场为主，批发市场和大型零售百货商店并存的状况，满足不同层次的消费者需求；在组织形式上，以连锁为特征的经营方式与工业化大规模生产方式相适应，形成了一种通过规模效益实现较低售价，再通过低售价扩大规模的良性商业循环。因此，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工业革命、消费革命还是流通革命，其表现形式都是结构的变化和组织的创新，而且这三个领域中革命的推动因素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

当前，新的技术革命在产业和消费领域都引发了新的变革。从技术特征、变革形式以及应用领域来看，我们可以将现阶段正在进行的技术革命称为信息革命，其发展经历了计算机的发明、微处理器的面世、互联网的兴起这三个阶段。信息革命将计算机的运用从单一的数据管理发展为复杂的信息管理，直接导致了传统工业时代组织机构的变革。它要求以信息化技术来进行组织创新与机构改革，推动了信息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产业结构、经济体系、组织体系、社会结构等众多方面，对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在产业结构上，传统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不再占有支配性的地位，服务业及各种信息、知识产品的生产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同时，传统工业通过信息化改造实现了产业升级，造就了信息化的第二产业。信息革命也催生了微电子产业、软件产业、互联网产业、数据通信和移动通信产业等新兴产业。在组织形式上，敏捷制造和供应链动态管理成为信息革命下的典型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不仅可以发挥大规模生产的低成本优势，而且可以以更快的速度对市场做出反应，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

上述生产领域的变革也是与新的消费革命相伴随的。在新的消费革命下，消费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消费者从以衣、食的消费为主转向以住、行、娱乐的消费为主，开始注重商品的质量和品位，消费形式呈现出多样化、个性化的倾向。与技术革命和消费革命相适应，当前在流通领域也出现了以电子商务为特征的第二次流通革命，电子商务的出现使供给与消费的联结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成本，能够快速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并提供便利的信息服务体系，以求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实现利润分享。

二、流通革命的本质特征及其表现形式

（一）流通革命的本质特征

流通方式的演进以提高流通效率、降低流通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历来都是流通产业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推进大大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革命则改变了人们的消费方式，与此相适应，作为生产和消费中介的流通方式也必然会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这里我们借用熊比特的“创新”概念来分析流通革命的内涵和本质特征。在熊比特看来，“创新”是个经济范畴而非技术范畴，它不仅指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而且指把已发明的科学技术引入企业之中，形成一种新的生产能力。具体说来，创新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引入新的产品或提供不同质量（以前没有此种质量）的产品（产品创新）；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工艺创新）；开辟新的市场（市场创新）；获得新的供给来源（资源开发利用创新）；实行新的组织形式（体制和管理的创新）。熊比特的“创新”概念所涵盖的范围是相当广的，它包括一切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活动。因此，这里的“流通革命”亦即流通方式创新，是指在流通产业发展进程中，以新的经营方式取代传统的经营方式，以及由此引发的流通组织、经营管理方法等方面的变革。这种变革并不是那种小幅调整或渐进式的改良，它在本质上是革命性的，既包括技术创新，也包括制度创新；它涵盖了流通客体、流通载体、流通环节、经营渠道以及营销方法等方方面面，是一种综合性的创新活动。

流通革命的产生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业态形式的变革。它主要是指经营某种商品的新方法，如百货店、超级市场、连锁店等的出现和发展。二是组织结构的创新。它主要是指随着流通技术发展、经营方式变革而出现的流通企业组织形式的变化，如特许经营、集团化经营等。三是制度安排创新。制度安排创新为流通主体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运营空间，同时也推动了市场构成的积极变动与市场组织的健全和完善。正是这些不同层面、多种类型的局部创新，使商品流通不断发生变革，获得了与时俱进的发展。

流通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原始商品流通阶段。这个阶段的流通是偶然的、间断的、局部的，商品经济则处于萌芽状态。（2）发达商品流通阶段。这个阶段的流通已经是独立的经济过程，商品已泛化为基本要素，在流通中不断实现物质替换和价值补偿，已形成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从总体上看，商品经济处在发展时期。（3）社会化（亦称高度发达）商品流通阶段。所谓社会化大流通，就是指当社会的经济形态发展到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时期时，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使分工和交易的范围极度扩张，以至于一切可以用于交换或交易的有形物质与无形物质都被纳入了流通的范畴。或者说，所谓社会化大流通，是一切进入流通的、可以用于交换的、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有形与无形要素禀赋和物质以及交换关系的总和。在社会化大流通条件下，除了在发达流通阶段形成的以有形的、刚性的要素禀赋为主的市场体系外，更多无形的、柔性的、流动的、更高级的要素禀赋进入了市场，不但使有物质载体的流通迅速扩张、分化和整合，而且使更多的无物质载体的流通加速膨胀。以无形商品、无形资产、无形货币、无形市场、无形国界和虚拟经济为表现形式的巨大的能量流动，使流通的空间容量和密度产生了无限发展的趋向，流通已无明显的轨迹可循，由原来的二维的、平行的实物流动，变成三维或四维的开放化、立体化、多维化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共同流动，新的流通形态由此形成了。

流通的上述发展历程是与产业革命和消费革命相伴随的。从本质上来看，流通阶段是从原始的商品流通到发达的商品流通再到社会化的商品流通。从现象上看，则表现为在产业革命和消费革命的推动下，流通领域的业态形式、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都发生了系统性的变革。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流通革命是受到产业革命与消费革命的制约，并对产业革命和消费革命起到能动作用的流通方式的变革，既以产业革命为变革的动因，又以产业革命为变革的基础。

（二）流通革命的表现形式

流通革命导致了流通领域里一系列深刻的变化，从而引发了流通方式的重大变革。流通革命所导致的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零售业态的多样化

流通革命首先表现为零售业经营方式的革命，继而表现为新的零售业态的不断涌现。随着零售革命的深入发展，在原来的传统超市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现了大型综合超市、折扣店、仓储店、购物中心、便利店、专卖店、销品茂、品类杀手等多种业态形式。各种业态或以其低廉的价格，或以其独到的服务赢得了市场，从而形成多种零售业态并存的格局。

2.批发功能的复合化

零售业的变革对批发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面对零售革命带来的价格破坏和渠道缩短的挑战，批发业也调整了自己的经营战略，通过开发各种新的功能，如商品配送功能、商品开发功能、信息功能、金融功能和零售支援功能等，开辟出新的经营领域，创造出新的服务价值，从而摆脱了困境，在变革中获得了新生。

3.物流功能的社会化

流通革命之前的商流与物流是合在一起的，物流依附于商流由厂商自己承担。流通革命发生后，原来依附于商流过程的物流过程摆脱了对生产和销售的依赖，从商流中独立出来，承担储存保管、流通加工、运输配送、委托代理等一揽子作业。物流业的产生使流通领域内部的社会分工进一步深化，从而大大提高了流通的效率，物流业也成为社会的第三利润源。

4.流通组织的连锁化

流通革命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流通组织的连锁化。由于受到商圈的限制，流通企业在店铺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就会由规模经济转变为规模不经济。而连锁经营则是将分布在不同地域的店铺连接为一个整体，从而克服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空间地域障碍，使流通企业在规模扩张过程中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规模不经济，为流通企业的规模化经营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连锁经营还为小型流通企业提高组织化程度创造了条件，使一些小企业通过连锁经营产生聚集效应，增强了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5.流通管理的信息化

尽管信息网络技术的产生与发展并在流通领域被广泛应用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才开始的，但流通领域的业态革命和组织革命一方面对流通技术提出了变革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新的流通技术的应用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流通的技术革命，特别是信息化技术的应用，也就作为流通革命的一种延续，成为流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现代商品流通的发展趋势与特征

随着流通技术、基础设施、流通手段等的改进，商品流通领域的商流、物流、信息流都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由此形成了高效率、高效益的现代商品流通体系。与传统商品流通相比，现代商品流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一）现代商品流通的发展趋势

1.国际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变，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大流通逐步形成，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流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用信息化、高科技化、高智能化和集约化的流通手段，把几乎所有国家都纳入了大流通的轨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靠强权和武力难以实现的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和平与发展的总趋势下得以实现。在货物贸易国际化的同时，服务贸易的国际化程度也不断提高，而且服务贸易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货物贸易。伴随贸易的国际化，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流通的国际化步伐也大大加快。通过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的再资本化和证券化，企业产权交易具有了进入世界流通范畴的可能。借助国际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通过金融创新及各种衍生工具的应用，又形成了有形货币与无形货币的国际化大流通。特别是无形市场国际化的发展，使流通有了更广阔的空间。世界商品市场、世界劳务市场、世界技术市场、国际金融市场等共同构成了国际化的现代流通体系。

2.社会化

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起点是需求和消费。社会经济运行的出发点和归宿，只能是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与非物质的生活需求。需求与消费的社会化，使整个社会成为成熟的大众消费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导致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而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引发了人们对更多的无形商品的需求，无形商品因而进入了流通，服务的社会化也应运而生。人们的工作方式的改变，使进入流通的劳动力的内涵发生了巨变：知识产品进入流通，凝聚了由劳动力投资而形成的人力资本，使劳动者的终身教育变得更加社会化。当社会分工由以垂直分工为主转向以水平分工为主时，生产变得更为社会化，世界上很多产品已经无法在同一地点、同一工厂完成。社会化大生产本身成为社会化大流通的过程。产权的社会化，使企业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同时进入流通，企业成了可以自由流通的商品，谁拥有企业的股权，谁就拥有企业的产权。在金融的国际化进程中，资本的社会化、货币的社会化通过证券的社会化形成了庞大的规模，从而使更多的金融资产具有了社会化的性质。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的速度的加快，使科学技术越来越具有社会化的特点，某一发明、创造、革新要获得交换价值，就必须进入流通转化为生产力。

3.信息化

信息化是现代流通的特征。信息是进入现代流通的无形商品，它一进入流通，就成为流通运动的先导，使流通成为由信息化带动的全过程加速度运动。信息进入流通，具有社会产品被共用、共享的特征，信息流通的规模越大、速度越快、被重复使用的次数越多，对经济社会的价值就越大。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流通的现代化。每5~7年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就提高10倍，体积减小9/10，价格下降9/10；微电子技术方面，单位面积存储量每18个月增加1倍，成本基本不变；光纤技术方面，1975—1998年单根光纤带宽增加了20万倍，成本指数从100下降到0.081。扩大信息的流通规模，加快信息的流通速度，创新信息的流通方式，发挥信息的带动和引领作用，是现代流通方式的核心特征。商品流通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迅速扩展，使得传统的流通方式已经无法应对；由信息技术所导致的商品流通的网络化和智能化，使商品流通的规模迅速膨胀，速度、效率的迅速提升，使现代流通成为引领经济运行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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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流通的特征

1.现代流通是囊括有形与无形要素禀赋的全要素流通

更多无形的、柔性的、没有物质形态的、更高级的要素禀赋进入了流通，如无形商品、无形货币、无形资本、无形资产等。以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为例，目前国际大企业中这二者的比例已经达到1∶2或者1∶3。

2.现代流通是面向全球市场的全开放流通

当代流通已经跨越了国界，很多国家的生产与消费都已成为世界性的。如果说过去流通受容量和密度、规模和速度的限制，不能实现真正的国际化，那么通过高科技、高智能和现代化的营销手段，当代流通把几乎所有国家的分工和交易都纳入了国际化大流通的轨道，世界经济在这个意义上越来越呈现出整体化、融合化的特征。比如波音飞机，有将近200个国家为之生产零部件，它在美国西雅图只是完成组装过程，其从生产过程起就已经开始了流通。

3.现代流通是涵盖生产和流通的全过程流通

工业化阶段，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相对独立的形态逐渐隐退，其边界日益模糊，生产过程与流通过程日益融合，生产过程就是流通过程。生产是流通中的生产，更多的产品无法在一个国度、一个工厂、一条生产线上完成；分工是流通中的分工，社会化的流通把各个“部件”配置在能发挥最大效用的地方；交易是流通中的交易，所有有形的和无形的要素禀赋，其交换价值的实现都必然伴随着自身的流动；消费是流通中的消费，消费的施动者就是流通中的人。

4.现代流通是以消费需求为起点的周而复始的螺旋式上升过程

消费需求是经济运行的起点，如何满足即期的消费需求、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创造崭新的消费需求，成了市场经济运行经久不竭的活力和动力，也是现代流通周而复始的起点。市场经济越发达，流通就越重要。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转轨快，主要是因为流通生产力率先发展、迅速发展，在满足国内需求、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起到了先导或导向作用，带动了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形式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合理配置资源，由此打造了国家持续增强的竞争力。只有充分认识现代流通、大力推进现代流通，才能使整个经济运行的方式发生根本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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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见陈文玲：《从世界潮流看中国流通领域的误区》，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7。）


[2]
 参见陈文玲：《从世界潮流看中国流通领域的误区》，载《国际经济评论》，2004（7。）


第三节　流通功能

一、流通的基本功能

（一）流通的媒介交换功能

流通对社会分工的发展有促进作用。没有流通的联结，相互分离的专业生产者就失去了彼此协作的可能，在需求多样化的硬性约束下，它们只能被迫返回到自给自足状态，社会分工因而不再存在。由此可见，流通是社会分工存在的前提条件。此外，流通还是分工发展的条件。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了。流通在上述两方面对社会分工的促进作用，构成了流通媒介功能的理论依据。

流通对社会分工有制约作用。流通中市场机制的现实作用可使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实现优胜劣汰：一些新的劳动种类产生了，某些劳动种类消失了，而原先同一生产者的职能又都独立分化开来。这样，流通就决定和影响着不同社会分工的“质”。与此同时，流通中竞争机制的作用又促使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边际产出最大的生产方向流动，实现社会分工间的最优配比，调节着社会分工“量”的结构。流通在社会分工中的上述职能和作用又是流通调控功能的理论基础。

（二）流通的时空调节功能

流通的效能的本质就是“减少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耽搁或停顿”和“优化经济结构”，这是从时间继起和空间并存两个视角所做出的最高概括。发达的商品流通能打破生产和消费在时间、空间和集散方面的限制，使得商品可以在更长的时间、更远的地区、更集中或更分散的条件下进行交换，因而能够促进更大规模生产的发展，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满足消费者的需要。

1.从时间继起角度看流通的效能

经济发展史显示，分工导致了效率的提高，但分工的不断细化加剧了社会化生产，特别是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极大地增强了不同生产部门、行业和企业之间，以及生产和消费之间在联系、协调方面的困难，例如搜寻、信用、谈判、购买和销售上的困难等，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耗费了大量时间，造成了各种耽搁或停顿，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和低效率。这种日益脆弱的关系，时时刻刻成为各种“耽搁”的缘由。

流通过程之所以有存在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这一过程能够增加物质产品、物质财富的数量，那是生产过程的功能。流通过程之所以不可避免，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可替代，就是因为它可以化解社会和产业分工导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时空矛盾。考察生产的效能，是看其是否能以最少的资源、人力耗费（生产成本）提供物美价廉、满足消费的有效产品；考察流通的效能，则要看其是否能以最少的资源、人力耗费（流通成本）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产品送入消费领域或再生产领域。因此，减少耽搁或停顿是对流通的效能的天然的本质要求。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尽可能减少一切耽搁和停顿，使尽可能多的稀缺资源处于实际发挥作用的最佳状态，从而减少直至消灭资源闲置，是古往今来人们不懈追求的最高境界。

商品产销矛盾在时间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在没有流通部门媒介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商品储存由生产者承担；在有流通部门媒介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商品储存则是由生产者和流通企业共同承担的，且以流通企业为主。流通媒介商品交换可以把商品储存限制在必要的数量界限以内。

2.从空间并存角度看流通的效能

流通业在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商品的产销矛盾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要求有流通部门媒介商品交换。商品的产销矛盾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就是产销之间有一定距离，或此地生产，彼地销售。商品的产销矛盾加剧在空间形式上的表现形式就是生产越来越集中，消费越来越分散，产品的行销范围越来越广，有时不仅需要突破地方市场的限制向外埠提供商品，而且需要走出国界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交换。这就需要流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分工集团承担经销商品的职责。如果仍然把销售商品作为生产者的附营业务，那么显然是不能解决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条件下商品的产销矛盾的。

在生产社会化条件下，再生产过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在这种条件下，流通过程的顺畅与否就不仅关系到流通过程中自身劳动耗费的节省，而且制约着整个再生产过程的运行和生产过程的快慢、劳动的耗费。这里的关键在于，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能否相适应，生产和流通之间是否合乎比例。再生产要被这种差别和这种差别的消除所制约，要被它的流程所制约。

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生产的专业化与消费的细分化使得产销联系更加复杂，只有通过流通及其主体才能增强产销关系的稳定性。流通系统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现产销联系提供了通道。流通部门与众多的生产企业和消费者发生联系，通过数量、批次和品种的调剂形成稳定的产销联系。一些不稳定因素通过流通部门的过滤，可相互抵消。如果没有流通部门强化销售，就会出现积压和脱销并存的状况。

（三）流通的强制均衡功能

市场上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如果从量的方面来考察，商品供求在运动过程中会交替地出现供求平衡和供求不平衡状态，而商品的供求不平衡状态又表现为供过于求和供不应求两种形式。作为矛盾双方的商品供给和商品需求，彼此之间既是互相对立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商品的供给靠商品的需求来实现，商品的需求靠商品的供给来满足。如果供求双方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适应，取得平衡，那么，市场上的商品交换就会顺利进行。相反，如果供求双方在时间、空间、数量、结构等方面不能取得平衡，那么，商品交换就会受阻。这样，就会引起市场价格波动，促使生产和消费重新进行调整，以使供给和需求之间达到新的平衡。可见，虽然商品供求矛盾在运动中会经常处于不平衡与平衡的相互转化状态，但是实际上，不断的不平衡在客观上就有经过矛盾斗争而趋于平衡的趋势。虽然这种平衡只是作为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相互交替运动的结果的一种而相对地、暂时地存在，但是，互相平衡是不平衡交替运动的目标和结果。供给和需求不断趋向平衡是供求矛盾运动的内在要求；供求平衡是供给和需求矛盾这一经济现象的本质特征。

（四）流通的利益实现功能

在社会中，存在生产者、经营者、消费者，他们每个人通过自己的活动，在分工的条件下，通过间接的方式实现着自己的利益。生产者通过生产活动生产出满足社会生产和消费要求的产品，当产品经过市场流通，最终进入消费后，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生产者也就实现了自己的利益。作为流通主体的经营者，是在低价购进商品、高价卖出商品的商业活动中补偿流通费用支出并获取贸易利润的。在商品流通中，从事商品流通的商人以低于商品价值的价格从生产者手中购买商品，然后以超出购买价格的余额即进销差价来补偿流通中的劳动耗费并得到流通过程中所应当获取的贸易利润，实现自己的利益。而消费者通过支付一定的货币，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实现自己的利益。

在均衡条件下，商品的供给等于需求，生产者生产出的商品刚好能满足消费者对商品的需要。作为中介的流通主体，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通过媒介交换，把产品从生产者手中全部、顺畅地转移到消费者手中，并通过贱买贵卖获取经济利益。这样，所有商品都实现了价值，生产者获得了货币补偿，消费者得到了想要的商品，整个社会实现了总福利的最大化。

商品通过多次买卖，从生产者手中最后进入消费者手中，其实质就是通过转让和让渡实现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仅通过一次商品和货币的转让所实现的所有权更迭，商品不一定能够最终成为消费者所占有的对象，商品流通的职能就难以实现，社会再生产也就难以顺利进行。正因为如此，商品流通过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必然阶段，是价值的实现过程，是个别劳动为获得社会承认而转化为社会劳动的过程。

流通同时又是社会经济循环扩大的方式，流通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循环是通过商品流通和要素流通共同实现的。从商品流通的角度看，商品是从生产者、中间商手中转移到消费者手中的。消费者经过商品的消费，再生产出劳动力又可以供生产者、中间商使用。同时，消费者本身也可以作为投资者，将暂时不用于消费的货币以储蓄或直接投资的方式投入生产领域，为生产企业提供资金。在商品流通与要素流通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经济的循环就形成了。

二、流通的拓展功能

（一）价值创造功能

在价值的创造上，流通与生产毕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经济部门，因此所创造的价值在表现形式上存在本质的区别。生产部门创造的是具体的、有形的价值，它可以通过一定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而流通部门创造的是抽象的、无形的价值，它不具有明显的物质形态。这也就是过去人们将流通部门划归非生产部门，认为流通部门不创造价值的根本原因所在。

但是，流通部门也创造价值是一个事实，只不过流通部门创造的价值不是商品价值，而是效用价值，它创造商品或服务的时间与空间效用，这些效用与商品或服务本身的效用融为一体，构成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

所谓时间效用是指消费者现在消费过去生产的产品所产生的效用，空间效用是指在当地消费异地生产的产品所产生的效用。如前所述，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与消费往往不能够同时进行，中间有时间上的差异，同时商品的生产与消费往往不是在同一地点进行，而是存在空间上的差异。这种时间与空间的差异不消除，生产出来的商品对消费者来说仍不具有可用性或可用性很弱。尽管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仍然可以进行交易，但交易的效率很低而交易的成本很高，以至于交易几乎不可能实现。而流通的功能就是弥合生产与消费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差异，通过商品的商流和物流活动，使现在生产的产品可以将来消费，使此地生产的产品可以在彼地消费，这就为消费者创造了一种时间效用和空间效用，使生产和消费都能够顺利地进行。

（二）流通积累功能

积累是社会生产规模扩大的主要源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必须通过市场购销活动形成。只有完成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转移，实现商品的价值，资本积累才能最终形成。而且流通企业本身在经营活动中所创造的价值，也是形成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具体来说，流通的积累功能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购销活动，完成商品从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转移，实现商品的价值，其中包括劳动者为社会创造的剩余产品的价值。剩余价值通过分配和再分配，一部分以税收的形式上交国家，形成国家的财政收入，即实现国家的积累；一部分留给企业作为企业积累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二是流通部门在组织商品流通的过程中对商品的运输、保管、挑选、整理、包装、加工等环节进行的附加劳动，能追加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也会形成积累。三是流通部门在组织商品流通的过程中，通过不断改善经营管理、加快资金周转、降低流通费用、提高效益，也能够实现更多的积累。

（三）经济增长功能

通常将经济增长定义为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财富总量的增加。而按照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流通部门只实现商品的价值，本身不创造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因此本身并不导致经济增长，只是对经济增长起推动或制约的作用。

但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看，经济增长又表现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而国民生产总值并非只由生产部门所创造，而是由全体社会经济部门共同创造的。所有社会经济部门都参与了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因此都具有经济增长的功能。这其中既包括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物质生产部门，同时也包括了第三产业的流通和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

按照这样一个视角，我们说，作为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流通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具有经济增长的功能。它不仅能够推动经济的增长，而且本身就能够带来经济增长。例如，有一些小国家，本身没有或只有极少的工业和农业，国民经济主要是由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组成，但这并不影响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而且，这样的一些国家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往往要比那些单纯依靠农业和工业的国家更快。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商贸、旅游等第三产业带来的。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经济结构开始发生重大的转变，原来处于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地位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逐渐退居次要的位置，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降低，而原来作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附属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增加，并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这表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结构的改变，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其经济增长功能也在不断增强。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不再主要取决于生产部门的增长，而是取决于流通部门的增长。因此，要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就必须大力发展现代社会化大流通。

（四）提高效率功能

从整个过程来看，流通提供的是一种必要的交易效率，即，使交易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行，这不仅增强了商品对消费者的可用性，而且使生产者的利益得到了保证。特别是，流通部门采用先进的技术和科学的管理，不仅可以使流通过程的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也可以使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的效率大大提高，从而使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提高。而一定的运行效率，又是整个经济过程顺利进行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说流通还具有效率实现的功能，它降低了交易的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为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行提供了保障。

流通的提高效率功能与流通的经济增长功能相互联系但又有所不同。如果说流通的经济增长功能主要体现在经济运行的量的方面，那么流通的提高效率功能则主要体现在经济运行的质的方面。流通不仅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效率的提高间接地促进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产出增加，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在某种意义上，后一种功能比前一种功能更重要。统计分析表明，流通通过提高其他部门的运行效率所带来的间接贡献，要远远大于流通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这也正是为什么发展经济必须要以流通为先导，首先要大力发展商品流通、发展社会化大流通的原因所在。只有流通发展了，整个国民经济才可能持续、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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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业作为一个媒介商品交换的行业或部门，是一个集合的概念。这个行业或部门包含了众多组织形态各异的经营者即自然人和法人流通组织，构成了一个极其庞大又复杂无比的系统。流通组织是经济组织的一种特殊形态，因而它既有与其他经济组织共性的一面，也有自身独特的一面。具有共性的一面主要体现在财产关系上，而独特的一面则主要体现在由它在社会分工中承担的职能即专门媒介商品交换所决定的活动特点上。本章首先从流通企业的资本形成着手研究流通业的组织形态，即较多地体现与其他经济组织具有共性的内容，然后进一步研究流通企业的组织体系及不同的流通企业或企业组织体系之间的横向与纵向联系，即较多地体现流通业独特性的内容。

第一节　流通特性与流通企业

一、流通过程不同于生产过程

1.商业资本的独立化与流通过程的特点

对商业资本的研究，要从对资本循环过程中商品资本职能形态的分析入手。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初期，产业资本家不仅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组织和管理生产，而且必须将所生产的全部商品直接向广大消费者出售。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三个阶段，依次采取三种职能形态。当生产规模不大、市场范围也比较小时，手工工场的大多数资本家都直接销售本工场的产品，不一定需要专门的商人代为推销商品。随着手工工场的扩大和产量的增加，一方面销售量大增，另一方面有些商品需要运到远处市场销售，因而为经营流通业需要增加投资，雇用更多的工人，占去资本家较大精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使产业资本家摆脱日益增多的流通事务，减少商品资本的积压，相应增大生产资本数额，那么就会更有利于产业资本家生产的发展。于是，产业资本家迫切需要把商品销售业交给商业资本家，自己专事生产，只把商品卖给商业资本家。随着这种经济现象的发展，产业资本中的商品资本职能就逐渐分离出来而独立化为商业资本的职能。

由此可见，商品资本职能独立化为商业职能是十分必要的。那么，可能性如何呢？第一，产业资本三种职能形态的差异性，为商品资本职能的分离提供了可能性。我们知道，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都是产业资本循环的特殊形态，它们各自有互相不能替代的特殊职能。这些特殊职能就为资本家之间实行分工提供了客观依据。商品资本的职能是销售商品，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经营商品买卖的事务不一定非得是产业资本家的专门业务，它完全可以成为商业资本家的专门业务，这是生产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趋势。第二，从社会总体角度来看，需要有一部分资本始终处于流通领域，也需要有一部分人从事商品买卖活动，这在产业资本家统管的条件下也是不可缺少的。既然有一部分资本始终在流通领域中发挥作用，又有相当数量从事商品买卖的流通当事人，那么，这就说明它们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就构成了使商品资本独立化为商业资本的客观条件。

上述的可能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就变成了现实性。一部分产业资本家分离出来专门从事流通活动，转为商业资本家；还有一部分新的货币所有者直接投资流通业，成为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家就是这样形成的。并且，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深入，商业资本逐渐演化成一个庞大的流通系统。

由商业资本的独立化过程可知，流通作为一种经济活动，能构成一门经济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经济活动与其他经济活动有着严格的区别，不能囊括在其他经济学科的研究对象内。正如流通范畴的基本内涵所表示的那样，流通研究的是劳动产品由生产领域向消费领域的运动。流通的这一特殊规定性，决定了它所具有的一些特点。

第一，流通既然是产品向消费领域的运动，那么它就与生产有着明显的区别。生产的职能是以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依照自然规律决定的技术要求，改变劳动对象的物质形态，把劳动对象加工成某种用于消费的产品，即某种使用价值。产品一旦完成，生产的职能也就完成了。但是流通过程却不如此，流通劳动的结果不是新的使用价值，而只是产品的空间位移和所有权的转移。它在生产过程前完成一个阶段，而在生产过程后开始另一个阶段。它的职能是完成价值形态的变换和物质的补偿，所接触的对象是有独特利益的经济主体。如果说生产所面对的主要是物，而对物的关系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话，那么流通所面对的则主要是人，其关系主要是经济或社会关系。因此不难理解，尽管流通在物质上完全取决于生产，但在经济关系方面，它的地位却日趋上升，甚至成为支配和决定生产的力量。

第二，流通是一个经济过程。产品在流向消费领域的运动中，顺次经过两个流通阶段，并与流通领域所涉及的各种要素发生关系，经过买卖、储存、运输等环节，完成空间的转移和时间的延续运动，实现与货币的交换关系，实现各利益团体的经济关系，包括由政府参与的再分配关系，最后完成整个转移运动。在各种关系的作用过程中，一些相应的经济规律会发生作用。其中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经济规律，又有流通领域所特有的经济规律。例如，流通要通过等价交换协调各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保证物质再生产的延续和顺利进行，这主要表现为价值规律与自愿让渡规律；一定数量的商品流通要有相应比例的货币做媒介，这表现为货币流通规律；流通要实现自身经济效益的优化并促进再生产经济效率的提高，这表现为节约时间规律。经过了这样的过程，流通又回到了它的起点，但这已是新的起点。如果生产过程也能顺利完成，能及时向流通提供恰当的流通对象，则流通过程将会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从而，再生产过程也能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

第三，流通尽管是一个独立的经济过程，但它与生产过程并非毫无联系。实际上，它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互相并立的，而且是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互相补充的。其之所以互相并立，是因为随着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产品交换的职能日益独立和发展起来，两者之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包含或取代另一方。其互为条件和互为目的，则是由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所决定的：一方面，对于生产者来说，由于一切产品都必须经流通转移到别人手上，所以，生产者只能生产可以流通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流通是生产的目的，同时，生产赖以进行的物质前提必须由流通提供，生产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必须经过流通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流通又是生产的必备条件；另一方面，只是因为流通的独立在总体上有利于生产的发展，所以流通才能够独立和发展起来，也就是说，流通的独立和发展在根本上要以有利于生产为目的，同时，流通的对象也只能是由生产创造出来的，流通的顺畅进行要以合理的生产为保障，因此，生产又表现为流通的条件。而其之所以互相补充，则是因为生产与流通都只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子过程，两者相结合才形成一个完整的再生产过程。不仅如此，流通的某些工作要延伸到生产领域内，同样，在流通领域内所发生的某些活动实际上也只不过是生产职能的延续。

第四，流通的产生与发展至今为止一直与商品相联系，采取商品流通的形式。现代商品流通，既包括以专业化的商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又包括不以专业化的商业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从历史上看，商品的出现早于流通的出现，最早的商品交换只存在于原始共同体的尽头，交换的只是原始共同体偶然才有的剩余产品，且这种交换在其经济生活中并不重要，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不可缺少的经济过程。只是随商品交换频率的不断提高、内容的不断丰富、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交易形式的不断发展，才形成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这就是商品生产。商品生产下的流通是商品流通，这项职能最初并不由专业化的商业来承担，只是随着第三次社会大分工的发展，这项职能才越来越多地由专业化的商业来承担，形成了作为独立的经济过程的产品流通即商品流通。正因为流通一直采取着商品流通的形式，我们才能够以商品流通这种流通的特殊形式为研究对象。

2.商业资本在流通过程中表现为不同的业态

流通业态是依据商品提供方法或销售方法的不同而进行区分的流通经营形式。不同流通业态的存在并不是人为的，而是流通活动遵循固有的规律自然发展形成的结果，各有自己存在的依据。不同流通业态的存在是为了完成不同的商品流通职能。流通活动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其中既有商流的职能，又有物流的职能；在不同商品的流通或流通的不同阶段中，其既有集流的职能，又有分流的职能，既有使生产过程在流通领域连续进行的职能，又有纯粹实现商品形态变化、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职能。这些职能是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能够连续进行的条件，因而是必然要存在的。例如，没有零售业态，从生产中推出的产品便不能从大批量分割到适合于消费者消费的分散状态；没有批发业态与零售业态的分工与合作，各种各样的商品便不能满足消费者多方面的需要。

（1）批发业态。按美国普查局的定义，批发是那些将产品卖给零售商和其他商人或行业机构、商业用户，但不向最终消费者出售商品的人或企业的相关活动。批发商是指那些主要功能在于提供批发服务的组织机构。批发商一般不向最终消费者大批量出售商品。从以上定义来看，批发活动包括了产品制造公司的一切销售活动。事实上，批发活动已经高度广泛化。不同种类的机构，如饭店、保险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与工业、公共机构、商业用户所进行的交易活动，诸如针对这些用户的饭店订房、保险公司关于养老金的安排、会计事务所准备年终财务报告之类的经营活动，也都属于批发活动。实际上，除了与最终消费者直接做买卖之外，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参与了批发交易，尽管其参与的形式不同。

单就实物商品而言，一般认为，制造商生产产品，销给批发商，批发商再转卖给零售商，然后消费者从零售商那里买走商品。这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转卖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成员是非常多的。例如，铜可能由金属生产商卖给金属批发商，然后转卖给铜线制造商，再卖给铜线批发商。接着，铜线可能再经过发动机制造商之手成为马达的一部分被卖给工业批发商。然后，马达被卖给叉车制造商，制成叉车后，被卖给专营设备的分销商，最终，由一家建筑公司买去。

批发商的种类很多，批发商的规模、市场占有情况、资金实力、提供的服务、经营思路等，都有很大差异。按是否拥有商品的所有权可以将批发商分为商业批发商和代理中间商。

商业批发商是指具有独立投资能力，独自大量购进商品，再批量销给各种组织用户，专门从事批发经营活动的企业或个人。美国超过五分之四的批发机构是商业批发商，并且它们完成了大约57%的批发营业额交易。商业批发商的特点是，对经销的商品拥有所有权，承担与此相关的风险，并且提供广泛的职能服务。如典型的承担完全职能的商业批发商，除从事商品买卖活动外，还承担商品储存、运输、挑选、拼配、分装、资金融通等职能，有专门的销售队伍，把市场信息传播给所服务的制造商和零售商。我国的国有批发企业过去大多属于此类批发商。

商业批发商可根据承担职能的多少、经营商品品种范围的宽窄及市场覆盖地域的大小进行进一步细分，有承担完全职能的批发商，也有只承担部分职能的批发商；经营产品线广的称综合批发商，经营产品线深的称专业批发商；市场覆盖全国的称全国性批发商，经营活动限于某一区域内的称地区批发商。

根据产品线的广度和深度，承担完全职能的批发商又可分为三类：综合批发商、一般产品线批发商及专业批发商。综合批发商是指经营诸如五金器材、家用电器、铅制品、家具、药、化妆品和汽车装备等非腐烂性商品的批发商。一般产品线批发商是比综合批发商经营商品范围窄的批发商，其可以仅仅经营食品、衣服或是某种类型的行业用具或供应品，但其覆盖更宽广的地理区域和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专业批发商经营更窄的产品线，并且比其他商业批发商提供更多的信息和服务，例如经营保健食品的批发商。

有限职能批发商分为现购自运批发商、承运批发商、送货批发商、目录批发商等。现购自运批发商主要经营周转快的商品，不负责运输，也不提供赊销业务，主要将货物卖给小企业进行转售或卖给销售办公用品的企业。承运批发商拥有所出售商品的所有权，但不储藏商品，也不负责送货。其获取订单后与生产商联系，把货物直接运到零售商那里，减少了中间储存的过程。承运批发商正受到买卖双方通过因特网的直接联系所带来的压力，一些积极进取的承运批发商通过建立自己的网站来改变这种状况。送货批发商通常经营需求量大的易腐烂的商品，如牛奶、面包、薯条等。送货批发商通常为零售商保持库存。目录批发商向那些分布广泛的小工业用户或零售商出售商品，其经营五金、珠宝、体育用品或计算机等产品。

代理中间商是指不拥有商品的所有权，只是替委托人批量推销或采购商品的批发机构。其执行某些分销渠道职能，并作为其他公司的代理以委托人的名义进行交易和谈判。代理中间商的收益是以佣金或手续费等形式取得的，通常收取的佣金为出售价格的2%~6%。但在推出新产品时，佣金较高，为10%~15%。企业一般愿意将自己的产品卖给经销商以尽快收回资金，减少风险。但是，近年来，特别是随着我国产品市场逐步向买方市场转变，传统的经销制受到了挑战，大多数中间商倾向于采用代理方式。

代理中间商根据委托人的不同，可分为制造商代理商、经纪人、销售代理商等。制造商代理商是指出售几种互相没有竞争的同类商品来收取佣金的机构。超过一半的代理中间商是制造商代理商。制造商代理商覆盖面较窄。经纪人提供买卖双方需要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助于买家和卖家达成协议。如果协议达成，那么经纪人将能从雇用其的那一方得到佣金。销售代理商接替了制造商的全部市场营销工作，而不仅仅具有推销的功能。销售代理商经营一个或多个制造商的商品，这些商品也可能是相互竞争的。销售代理商还能控制商品的定价，并开展促销活动。

（2）零售业态。

零售就是把商品和服务卖给将其用于个体消费的最终消费者的一系列活动。因此，在零售中，买者是最后的消费者。同批发相反，零售中的购买动机总是满足个人和家庭的需要。零售活动既有以有形的商品为对象的，也有以无形的商品为对象的，如理发、美容、按摩、家政服务、代购车票、提供旅游服务等。生产者、批发商和零售商都可以从事零售活动。

凡是以零售经营活动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和个人，即为零售商。有零售行为的单位或个人并不都是零售商。对一些批零兼营的商业机构来说，只有其销售量主要来自零售活动时才能称为零售商。零售商是将商品送达个人消费者手中的商品分销渠道的出口。由于消费者市场分散，在发达国家零售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行业，其企业数量超过生产企业和批发企业之和。

零售商的类型千变万化，新组织层出不穷。我们把它们分为三种类型，即商店零售、非商店零售、机构零售。

商店零售分为八类：百货店、超级市场、便利店、仓储式商场、专业店、专卖店、大型综合超市、购物中心。百货店是指在一个大建筑物内，根据不同商品部门设销售区，开展进货、管理、运营，满足顾客对商品的多样化选择需求的零售业态。超级市场指采取自选销售方式，以销售食品和生活用品为主，满足顾客每日生活需求的零售业态。便利店是以满足顾客的便利性需求为主要目的的零售业态。仓储式商场是一种以大批量、低成本、低售价和微利多销的方式经营的连锁式零售业态。专业店是指以经营某一大类商品为主，并且具备专业知识丰富的销售人员和适当的售后服务，满足消费者对某大类商品的选择需求的零售业态。专卖店是指专门经营某一产品线或某一品牌，产品线单一，但花色品种较为齐全，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的一种零售业态。大型综合超市是指采取自选销售方式，以销售大众化实用品为主，满足顾客一次性购足需求的零售业态。购物中心是指企业有计划地开发、拥有、管理运营的各类零售业态、服务设施的集合体。

非商店零售是指不经过店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的一种零售方式，包括直接推销、自动售货、邮购等形式。

机构零售主要包括连锁店、消费者合作社、特许专卖组织、销售联合大企业等形式。连锁店包括两个或者更多的共同所有和共同管理的商店。消费者合作社是一种由消费者自身所拥有的零售公司。特许专卖组织是特许者和特许经营者之间的契约式联合体。销售联合大企业将几种不同的零售商品类别和形式组合在一起，并将其分销、管理功能综合为一个整体。

二、流通企业

企业，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而流通企业则是一种以盈利为目的、以媒介商品交易为专门职能的经济组织。从财产组合关系的角度看，流通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主要有三种类型，即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的资本组织形态，即个体资本形态、组合资本形态和社会资本形态。

1.独资企业

无论是在产业领域内还是在流通领域内，最早出现的资本形态都是个体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形态在组织形式上的体现即独资企业。因此，独资企业是最古老的企业形式。这是一种由一个自然人单独出资创办的非法人性质的企业。企业主对企业的全部财产和经营收益享有完全排他性的所有权，同时又单独承担全部风险及其无限的经济责任。独资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有其优点，也有其不足。其优点是，便于创办、转向和解散；风险与权益相一致，都是排他性的，这使得企业主的积极性可充分调动起来；在经营活动中决策简便，经营灵活。其缺点则是，资本额较小、难形成规模，抗风险的能力弱；它要对其经营后果承担无限责任，这会造成极大的威胁，在不能清偿债务时会受到倾家荡产的残酷打击；另外，自然人的因素如疾病、死亡甚至简单的心理情感变动都足以影响企业的稳定。

个体的资本所有关系可以与两种不同的经济社会关系相结合而形成两种不同的个体企业。（1）个体资本与非经济性的血缘关系相结合，从而形成个体家庭企业。这种个体家庭企业依靠的是家庭的稳定机制。家庭成员不仅是劳动力，而且也是信息触角。而在劳动成果的分配上，利益的一致性与家长的权威使得内部关系易于协调，不必按照严格的市场规则办事，从而可以使内部协调的成本达到最低。（2）个体资本与经济性的雇佣关系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从属于个体资本的私营企业。这种形式的特点在于，企业主既是资本的所有者，又是雇佣资本家，同时，还是企业的经营者。不过，由于在这种形式的独资企业内，主要的关系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因而内部关系的维系和协调不能再像前一种独资企业那样依靠宗法关系，而必须采取资本的生产关系下通行的规则。

独资企业尽管有着许多的缺点和不利之处，但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下都有着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在流通领域内，情况尤其如此。在发达国家，尽管其他产业的垄断资本将众多的小型独资企业排挤出了产业，但在流通产业内，小型的独资流通企业仍然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由流通业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首先，在生产活动中所要处理的主要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集中性的，要解决的主要是技术性的问题。所以，规模经济效益在产业界能以强大的力量使企业趋向大型化。但是，流通业在经营活动中所处理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质上是分散性的。而独资流通企业分布面广，与广大的消费者十分接近，这使得它很好地满足了流通活动的分散性要求。其次，独资流通企业所经营的往往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而这些商品的供求关系比较稳定，即便遇到经济危机，这类商品的消费也是波动不大的，这使得其经营具有较小的波动和风险。再次，独资流通企业的开设场地简单，雇佣劳动人数少，因此，只要有一定的资本，就可以从事经营。最后，独资流通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符合人们的价值取向。这一点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应有重视。人们在生活中都有一种不愿受制于人的倾向，有一种创业精神。对于许多人来说，即使充当雇员所获得的报酬很高，也没有创办一家盈利并不见得比当雇员获得的报酬高的独资企业所给他们带来的满足感和成就感。独资流通企业这种组织形式恰恰为那些独立价值观念较强的人提供了施展能力的场所。至于这种价值取向及选择的后果，有时则是不能完全依据经济上的最优化准则去衡量的。

2.合伙企业

一般说来，独资企业的资本额较小，它在经济活动中有着严重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力进行较大规模的经营活动；二是经营的风险集中，全部由单一的资本所有者承担。为了克服这种局限性，个体形态的资本便做出了组织化的初步尝试，这种尝试的结果，便是创造出了合伙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合伙企业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投资创办的非法人性质的企业。合伙人按合伙契约规定的比例出资并相应分享收益，同时承担相对称的风险及无限的经济责任。合伙人一般都参加经营管理。合伙人退出时，可以带走投入的财产。由于风险和收益对称，因而合伙人的责任心和积极性都很足。与独资企业相比，合伙企业在两个方面有着明显的优点，即可以形成较大的资本额，从而可以进行较大规模的经营活动，并且出资者人数的增加使得经营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分散。这是自然的，因为合伙企业本身就是为了克服独资企业的这两方面的缺陷才创造出来的组织形式。但合伙企业除了有独资企业的一些缺点外，还有着一些本身固有的缺点：（1）在企业内部，如果有新的合伙人加入或原有的合伙人退出，那么会立即引起企业的解散和重组，显然，这是不利于企业稳定的。（2）在企业与外部的关系上，合伙并没有使企业成为法人，因而合伙人对外仍必须承担无限责任，而且，如果部分合伙人无能力清偿债务的话，那么其他合伙人须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合伙人之间必须相互注意他人的经济状况，部分合伙人的经济状况就足以影响整个合伙企业的生存。（3）合伙企业有许多是因临时性目的而设立的。即使是较为长期的合伙，通常的盈利也很少用于积累，大多按出资比例在合伙人之间分配。因此，合伙企业较难有长远的发展。

这种看似缺陷严重的组织形式在流通领域却发展得较为良好。首先，这是因为，流通企业便于合伙组建，且筹资方式灵活。其次，它比较适应流通业经营的特点。在流通领域里，存在各种各样的市场机会，这些市场从规模上看，既有容量很大的，也有容量很小的，在这两极之间各种容量规模的市场应有尽有，大量适合于合伙流通企业。因此，合伙这种组合资本形态在流通业中十分普遍。出于同样的原因，合伙这种组织形态也比较适合于服务型的经济组织。例如，在律师业、会计师业和管理咨询业，合伙性质的企业比较普遍。最后，合伙的短期性对于市场不甚完善、信用制度不健全的环境来讲是有利于分散风险的，因为时间越长，前景就越难准确预测，风险就越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合伙性质的流通企业仍然有一定的生命力。现代的合伙企业是有着严格的法律规范的。许多国家都对合伙企业制定了专门的法规，对它的组建、经营、解散等做出了严密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市场经济早期合伙企业所表现出的弊端。不过，尽管如此，合伙企业同其他类型的流通组织相比，其数量及销售量在各种组织形式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在减小的。例如，在美国，它的数量比重和销售比重在20世纪50年代分别为13.1%和9.1%，在20世纪60年代则分别降至9.1%和5.7%。

合伙企业虽然在筹资上较独资企业前进了一大步，但它的资本规模仍很有限。这是因为：（1）合伙企业在资本来源上存在极大的局限性。合伙企业的资本来自合伙人，而只有拥有较多资本的人才能成为合伙人。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他们虽然也会拥有一定的闲散货币，并且这些闲散货币在总额上是非常巨大的，但因每人所拥有的数额都很小而不能成为合伙人。（2）只有在合伙人的数量很少时合伙企业的利益关系才能够进行有效的协调，才能进行有效的经营决策，这进一步限制了合伙企业资本的扩大。加之合伙企业所存在的固有弱点，使它像独资企业一样不能适应扩大资本的生产规模的要求，于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公司制企业的组织形式便在某些场合应运而生了。

3.公司制企业

公司由两个以上股东共同出资组成，是以投资者的权利和义务为基础、风险与利益一致、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集合体，它是社会资本形态的经济组织。公司的类型有许多种，包括有限公司、无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等形式。其中，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现代企业最主要的形式。一般说来，公司有四个基本特征：（1）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不能称为公司。（2）公司具有法人资格。它有一定的组织和独立的财产，通过自己的代表行使权利并承担义务。它能以公司名义从事各种行为和订立契约、起诉和应诉、管理和处理财产。（3）公司是由两个以上股东出于共同目的出资组成的经济实体。（4）公司是依法成立的法人。公司只有注册登记才具有法人资格，才是独立的民事主体。股份公司的成员（股东）可以更换，除非受营业执照的限制发生破产、公司自愿解散等，公司（法人）的生命可以是永存的。另外，多数公司都是只承担有限责任的企业，即股东以入股的资本额承担有限责任，而公司则以全部股东入股的资本额对外承担有限责任，但有的公司如无限公司则需承担无限责任。这就是说，有限责任制度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具有的特征。不过，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无限公司越来越罕见。因此，可以认为有限责任制度是公司的一个基本特征。当今世界各国的经济法一般都认为公司的本质属性有两条：一是公司的法人制度；二是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度。

与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相比，公司制企业有着许多的优势。（1）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动员和利用社会资本，与合伙企业在筹集资本上的局限性进行比较就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一点。（2）公司的法人地位保证了它的稳定性；就是说，股东的更换并不影响公司的存续，这与合伙企业形成鲜明的对照。（3）有限责任制度极大地消除了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对风险的恐惧，而严密的法律体系及多元化的外部制约关系则基本消除了公司有意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可能性。（4）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发生了适应经济关系要求的分离，这种分离为资本与经营才能的结合创造了条件。但是，应该注意到，公司制企业也有着自己的缺点。在公司制的组织形式下，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委托—代理关系。所有者股东作为委托人委托董事会及其所任命的经理为其利益而从事经营活动。在一个信息不完备、制约机制不健全的环境中，代理人可能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因而并不总是以委托人的最大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最高准则，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可能有意侵蚀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只是随着不断的实践和制度创新，建立了原始产权对法人产权的有效制约形式，并且通过最大限度地利用经理层的专业技能，大大加强了资本运营效果，增加了利润，加快了资本增殖，使它所带来的效益远远大于引入代理关系而导致的代理成本，达到了增加所有者财产的效果，才使公司这种组织形式显示出了它的巨大优势，并成长为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一种企业组织形式。

尽管股份公司最早是出现于流通组织中的，但它在流通领域内并没有取得像在其他领域中那样的统治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工业的发展对于资本规模有着很高的要求，而流通业这方面的要求则低得多。工业设备往往需要巨额的投资，工业资本往往在达到一定规模时才能运用，流通业则没有这种限制。流通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的行业，进入的资本门槛也低。这也正是截至目前发达国家流通领域中仍然存在大量小型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的原因。（2）流通业可以较多地采取间接融资的方式，而不必过多地依赖发行股票或债券这种直接融资的方式。在工业产业中，形成固定资产的设备投资占有较大的比重，而这部分资本的流动性很低，因此，最适应于充当这部分资本的自然是自有资本。而在流通组织中，资本的较大部分是流动的，要不断投入到商品周转中。相对于固定资本而言，流动资本的来源可以是自有资本，也可以是从外部借入的资本，较适合于通过借贷的途径来解决。（3）流通业与工业生产所面临的竞争的特点不同。在工业生产中，最重要的竞争手段是价格竞争，是降低生产的成本。为了降低成本，工业企业必须追求规模经济优势，必须经常采用尽可能领先的技术，这便对扩大资本规模提出了经常性的要求。在流通领域内，加快商品周转是最好的成本节约方式。加快周转和增加销售额，固然需要必备的设施，但流通业劳动者的因素可能是最重要的。

4.合作经济组织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除上述企业形式外，还存在一种非常重要的经济组织，即合作经济组织。它是某个阶层或群体的人联合组成的经济组织，它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为社员服务的，在这一点上，它与一般意义上的企业有很大的差别，因而不能算是一种真正的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主要有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供销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等形式。合作经济组织通过集资入股筹集资本，因此，它与合伙企业有着相似之处，也可以采取有限责任制度。但是，它并不像股份企业那样按股投票进行决策，也不是采取按入股资本分配盈利的分配方式，而是社员一人一票制，在分配中较多地考虑劳动因素和通过各社员达成的交易额这一因素。合作经济组织的根本目的是减少中间盘剥，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与资本的生产关系相对立的性质。

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有多种形式，存在于多个领域，但在流通领域最为成功，各国流通领域的合作社都占了绝大部分。许多名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组织，实质上主要也是从事流通活动。因此，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存在于流通领域。



注释


[1]
 本章参考了作者参加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流通革命与中国流通产业结构调整及现代化研究”（01BJY070的研究成果。）


第二节　流通企业的复制与融合

在现实的流通活动中，不但存在众多的单体企业，而且还存在大量以单体企业为基础衍生出来的企业组织体系。而且，这种衍生的复合体企业或企业组织体系更贴近商品流通的现实，对于商品流通也更具有决定性意义。本节进一步介绍经过复制与融合形成的流通企业组织。

一、流通企业的分店复制

1.流通企业分店复制的主要内容是企业的制度安排

企业内部一般都存在正式的制度安排，如工资制度、奖励制度、惩罚制度、工艺规范、岗位责任书等，以及一些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如文化、象征、理想、小集团、默契等，这里要重点说明的是，这些制度安排都是可以复制的。也就是说，企业一旦形成了有效的制度运行模式，在通过新建分店或分厂以及并购分店或分厂实现规模扩张的时候，这种制度就可以用于新单位的组织改造，使新单位在短期内建立与总部具有类似效率的组织运行模式。

对于生产企业来说，由于其活动涉及多个阶段、多种工艺、多项技术，每个环节都具有较强的信息私有性，公司总裁可能对生产一线的某台车床的开关在哪里都不清楚；下料工与装配工尽管在生产流程图上非常接近，但双方在技术要求方面却存在天壤之别；汽车制造工艺的设计与汽车制造工艺的实际操作完全是两码事；如此等等。由于技术和工艺上普遍存在私有性，生产企业内部管理的信息化建设不可能达到非常完善的地步，比如，像条形码这样的现代信息技术在生产的各个阶段是无法应用的。因此，从管理的技术层面来说，生产企业的管理制度在复制中更容易出现偏差。

对于流通企业来说，其活动属于一种类似活动，不涉及复杂的专有技术和高度专业化的加工工艺，信息的个性化程度较低。在这种意义上，流通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掌握和汇总局部信息，降低企业内部的信息不对称。这种低信息成本的优势不仅是流通企业建立高效率经营管理制度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流通企业的分店复制不严重失真的重要保障。比如，条形码技术在商品流通领域的广泛应用大大简化了复杂的管理程序，使老板对商品交易的全过程都可以及时准确地加以了解和控制。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生产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和复制与流通企业的分店复制完全不同，前者由于存在专用技能和私有信息而缺乏技术上的硬件基础，而后者则由于存在通用技能和公共信息而便利了统一经营模式的建立。

2.高效统一的经营模式是流通企业实现分店复制的基础

不是所有的组织制度都可以同样地进行复制，生产企业的管理制度就不如流通企业的经营制度那么容易复制，也不是所有的流通企业的经营制度都可以复制，否则的话，中国所有的流通企业都可以迅速地复制到沃尔玛那么大的规模。流通企业经营制度的复制是有条件的：流通企业的分店复制意味着异地的市场拓展，而异地消费者对企业的接受程度和速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通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如果没有强势品牌，市场无法打开，那么分店复制就难以实现。

原始经营管理制度的高效率是流通企业分店复制的基础。流通企业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最初它可能只是一家本地商店、商场或超市，尽管经营规模不大，但本地经营的成功也需要一套高效率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更重要的是，这套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是企业发展壮大后实行异地分店复制的基础。如果企业最初在本地经营的成功只是钻了市场或政策的空子，而不是依赖良好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那么，一旦跨地区、跨国界进行分店扩张，所有的管理漏洞和经营缺陷就将暴露无遗，导致经营难以为继，这样的例子在现实中比比皆是。例如，长沙双鹤医药有限责任公司是由中国医药行业上市公司北京双鹤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控股组建的大型医药流通企业，于2001年9月注册成立，资产规模已达4.7亿元，主要从事医药快批业务（快批是批发经营的一种模式，具有资金周转、药品配送、信息反馈等方面的快速性）。该公司发展速度很快、经营比较成功，2005年度营业额达18亿元，但是该公司的成功主要是由于迎合了国家医药流通体制改革（如医药分业）的政策趋势，而不是源于自身高效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这一点在公司目前正在全力推动的配送站扩张的困难中反映得非常突出。配送站作为公司批发业务的分店扩张网点，对公司规模的持续扩大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目前公司对配送站的管理却非常乏力，各个配送站也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长沙双鹤的主要问题在于公司本部最初就没有打造出一套好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模式，因此缺乏分店复制、异地扩张的基础。

3.流通企业分店复制的组织表现是连锁经营

所谓连锁商店，是指在一个中心总店的指挥和控制下由若干采取同一经营政策、同一商号的商店组成的零售店群体。连锁商店因总店与分店的关系不同而分为正规连锁、自由连锁和特许连锁三种形式。

（1）正规连锁。正规连锁的资本属于同一商业资本，实行高度统一的经营。总部对各店铺拥有全部所有权和经营权，实施人、财、物及商流、物流、信息流等方面的统一管理。店铺的经理人选、进货计划、销售方式、广告宣传等都要根据总部的指令行事，工资、奖金等也由总部确定。可以认为，这种连锁形式是总公司—分公司组织体系在流通领域的体现。各国对正规连锁店铺的最低数目有着不同的规定，但一般都是在10家以上。

（2）自由连锁。各店铺在保留单个资本所有权的基础上实行联合，总部同店铺之间是协商、服务关系。统一订货和送货，统一制定销售战略，统一使用物流及信息设施。各店铺不仅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人事自主，而且在经营品种、经营方式、经营策略上也有很大的自主权，但要按销售额或毛利的一定比例向总部上交加盟金及指导费。总部经营的利润，也要部分返还各加盟店铺。自由连锁体系一般以某个批发企业为中心而组织，成员零售店铺经营的商品，全部或大部分从该批发企业进货；作为对等条件，该批发企业必须向零售企业提供规定的服务。在发达国家，中小零售店和中间批发商比较普遍地采用自由连锁的方式同大资本的正规连锁店竞争，以维持市场占有率。

（3）特许连锁。总部同加盟店铺签订合同，特别授权其使用自己的商标、服务标记、商号和其他为总部所独有的经营技术，在同样的形象下进行商品销售及服务。加盟店对店铺拥有所有权，但经营权集中在总部，并按销售额或毛利的一定比例向总部支付费用。特许连锁这种形式一般在饮食服务行业采用较多。连锁经营的组织形式，其本质是把现代化工业大生产的原理应用于零售流通业，在商品、服务、店名、店貌等方面实现流通活动的标准化，在采购、配送、销售、经营决策等方面实现专业化，在商品采购、信息汇集、广告宣传、员工培训、管理规范等方面实现统一化，使各个环节、各个岗位的流通活动尽可能简单，减小经验因素对经营的影响，并且达到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与群体经济优势的目的。

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连锁经营被证明是一种先进的、生命力强大的经营方式，它的集中化管理有利于提高整个连锁系统的流通效率；它提供的标准化的质量与服务有利于增强对消费者的吸引力，扩大销售；它所实行的专业化的分工有利于降低经营成本；它通过结成系统增强了对生产者的吸引力，提高了在生产者面前的地位，可以争取到低进货价格和低经营费用，提高了市场竞争能力。此外，连锁经营还有利于减小投资风险，有利于提高零售业的地位，有利于流通体系的合理化。在发达国家，最大的零售商几乎都已采用了连锁经营的方式。在我国的流通改革与发展中，连锁经营也表现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可以断言，连锁经营在我国将会取得长足发展。

二、流通企业的融合

流通领域是各种社会经济关系集中作用并得以实现的领域。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流通活动的复杂性。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互相交汇并且各自的要求不同，作用方向不同，由此对流通活动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些要求不可能在简单、分散、孤立的流通活动中得到满足，而是要在互相联系的流通组织体系中以网络格局得到满足。

所谓流通网络，是指各种流通渠道和商品经营设施互相竞争、比较优化而形成的社会商品经营体系。虽然一定时期的流通网络是相对稳定的，但市场机制与竞争机制的固有规律决定了流通网络必然要通过各种构成要素的竞争和比较不断优化。网络是一种纵横交织的结构，它既包括了不同经营层次的纵向交易联系，又包括了不同流通行业或企业间的横向联系。这些纵向或横向的联系既体现了商品交易领域中的竞争关系，又体现了社会分工的合作关系，是构成商品交易格局的两项基本内容。在较为发达的层次上，它们表现为企业的横向融合与纵向融合。

横向融合是指不同行业的商品经营者之间，或在同一行业产品的再生产中处于同一阶段的商品经营者之间的融合。而纵向融合则是指在同一行业产品的再生产中处于不同阶段的商品经营者之间的融合。就融合的密切程度和稳定性而言，横向融合或纵向融合可以是紧密的，也可以是较为松散的；可以是契约形式的，也可以是资本形式的。上一节中曾论述过两种公司系统及流通企业集团、连锁商店等，其中所涉及的融合就是紧密性质的融合。融合各方在融合完成后失去独立性、成为一个新的实体的是最紧密的融合，而融合各方在融合后仍保持着或多或少的独立性、只是形成了互相依存的关系的融合是较为紧密和较为稳定的融合。除此之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还广泛存在因企业相互持股的比例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紧密程度的各种融合。

横向融合或纵向融合因其性质不同，所采取的形式也不同。对于横向融合来说，涉及的企业处于再生产活动的同一阶段或环节，这种事实决定了它们之间或者存在争夺顾客或货源的竞争关系，或者既不存在直接的购销关系也不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因此，横向融合只有两种可能形式。（1）在同一行业内建立行业协会，协会为成员提供管理、信息、咨询、技术等多方面的服务。这种融合是较为松散的，严格说来还只是协作而不是融合，但却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普遍存在的，并且对相应行业的运行起着重要的作用。行业协会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和特点制定本行业的行规，但不得联合限制竞争，损害顾客利润，为会员谋取垄断利润。例如，它不得通过统一出售价格的卡特尔协议。（2）同一行业的经营环节相同的企业或不同行业的企业相互投资、持股、控股、兼并，扩大同一资本的经营规模或范围，达到增强竞争实力、分散风险的目的；或实现不同资本的聚集、融合、协作，达成利益关系与制约机制的多元化，减少无效的过度竞争，提高共同抵御风险的能力。

对于纵向融合来说，它所涉及的企业处于同一行业的上下游环节，并且通常是相邻的。这种事实决定了它们之间总是存在直接的购销联系。它们之间当然也存在利益分配方面的矛盾，但这种矛盾必须在购销联系中加以解决。纵向融合也可以有两种形式。（1）购销契约形式。交易双方为了稳定购销渠道，通过订立购销契约，形成较长期的联系。严格说来，这还只是分工合作意义上的融合，不是真正的融合。由于双方各自都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并且这种利益来自同一商品的经营，二者要对其进行分割，所以双方的利益有可能是此消彼长的。这种矛盾决定了仅靠购销契约并不足以保障双方购销联系的稳定性。（2）资产纽带形式。交易双方为了建立长期稳定的购销渠道，通过互相投资形成资产关系纽带，结成利益共同体，以此保障下游企业可以得到长期稳定的货源，保障上游企业能有固定的销售网点。并且，双方可以互相分享资产的收益。在流通活动中，这是一种有效的稳定渠道的方法，是一种普遍的融合方式。在这种方式较高的发展程度上，可以形成控股或兼并，从而使融合的一方成为另一方的子公司。与横向融合相比，这种纵向融合较少受到反垄断法的限制。

发展横向与纵向融合，对于实现商品经营组织的合理化和提高流通活动的效率都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发展这种两种融合，可以使流通组织体系显著地发挥两种优势，即规模经济优势与系统经济优势。（1）通过横向融合，可以发挥流通组织体系的规模经济优势。如果融合是发生在同一行业的同一环节上，那么融合的结果将是流通能力的增强和经营规模的扩大。由于经营的商品品种相同或相近，而这些商品经营中所需要的各种费用是相同的，所以，这种融合所带来的经营规模的扩大为节约分摊到每种商品上的费用提供了条件，这些费用包括促销宣传费用、缔约费用、管理费用以及其他各种不变费用等。如果融合发生在不同的行业间，那么融合的结果将不是同一商品经营规模的扩大，而是经营范围的扩展，是实现经营的多角化。这种融合虽然并不直接增强流通组织的规模经济优势，但有利于增强其综合优势：利用不同商品类别在销售上的连带性、相关性、系列性，增大总体的销售量和市场份额；即使商品类别毫不相干，融合也有利于经营组织对不同商品的经营进行比较，优化经营结构，至少可以通过经营范围的多角化分散风险。（2）通过纵向融合，可以发挥流通组织体系的系统优势。在同一行业的不同环节上由独立的企业承担职能是社会分工发展的产物，通过企业在某个环节上的专业化，社会分工使各个环节的经营效率大大提高。不过，这种分工并不能改变再生产过程中不同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因而还必须通过社会合作来对社会分工加以补充。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合作是通过市场的交易联系实现的，这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交易费用。显然，通过纵向融合，可以使再生产各个环节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从而大大提高效率，显著地降低交易成本。

粗看起来，横向融合与纵向融合有一种反分工的性质，因此似乎是与社会分工原理相矛盾的。其实不然。社会分工是一个原理，而不是一项原则。这个原理本身是建立在一定的客观经济环境和社会的技术与管理水平上的，因而是有边界的。从客观经济环境看，当社会对同一产品的需求规模扩大从而以满足这些需要为目的生产规模较大时，分工既可以提高生产的效率，同时也可以保证各个分工环节都能达到较大的经营活动量，分工因而可以较细。但是，当需求规模较小时，分工便不足以支撑起深入、精细的环节。从社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看，当社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较低时，一家企业所能进行有效管理的活动规模和范围也较小，因而不得不较多地利用市场机制从外部实现经济联系并对相应的活动进行协调。但随着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管理能力的增强，企业所能进行有效管理的活动规模和范围将会扩大，因而便有可能在更广的范围内以企业内部的协调代替市场机制的协调。这样，社会分工的水平有可能会降低。这两方面的因素都可能使社会分工趋于粗化或浅化，但它们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却有所不同。前者趋向于使企业的经营规模变小，而后者则趋向于使企业的经营规模变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和自动化生产技术的应用，企业对所生产或经营的商品品种进行调整所需要的时间不断缩短，在自动化的生产企业里，通过改变控制的程序甚至可以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就改产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品种。因此，在实现融合和企业规模扩大的同时，仍有可能较好地适应对同一产品的需求规模变小这一客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商品经营所提出的要求。


第三节　流通企业的规模限制

现代流通企业的快速复制引起了人们对强大的渠道势力的担心。但是，必须看到，流通企业的规模扩张事实上会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这里讨论经济因素形成的规模限制。

第一，“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斯密定理在流通企业规模扩张的影响因素中仍然起着基础性作用。流通产业供求的地理集中度与城市化有关。在前城市化时期，一个一个的小城镇中虽然也会有许多专门做买卖的小商店出现，但是绝不会产生现代意义上的大商场，因为有限的市场交易容量不足以养活一家大商场。只有到小城镇演变为大城市，大量的交易需求汇集在一个相对较小的地理范围内的时候，才有可能产生大型流通企业。这说明，商业发展满足了城市的交易需求，而城市规模会对流通企业的规模施加限制。

第二，组织成本是影响流通企业规模的重要因素。流通企业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其内部必然发生各种各样的组织成本，这些成本从不同的视角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如管理成本、监督成本、信息成本、协调成本、影响成本、代理成本等，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不属于纯粹生产成本的范畴，而是起源于经济活动参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一般的组织意义上，流通企业也必然受到组织成本的限制。随着企业规模扩大、雇员人数增加、经营范围拓宽、经营环节扩展等，企业内部的组织问题就会逐渐出现并日益严重。但是，对于流通企业的规模扩张来说，组织成本问题最突出的地方还不在于对单家商场的管理，而在于分店扩张中的效率控制。因为在异地增设分店往往是流通企业扩大规模的主要方式。流通企业经营的成功与否决定于对异地分店的控制效率，比如，能否全面、准确、及时地了解分店的经营信息，能否针对分店设立恰当的激励和约束制度，并在集权与分权之间实行恰当组合等，这些都是影响分店扩张效率的关键。

第三，单店规模的限制。流通企业扩大规模的模式有多种，单店扩张是其中最基本、最简单、最直观的一种。单家商店可以通过增大营业面积、增加商品种类、扩展经营范围实现规模扩张。但是这种规模扩张只在流通企业成长初期表现得较为有效，一旦企业扩大到一定程度，单店扩张的局限性就会变得非常突出。流通企业单店规模扩大受到限制的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1）购物的便利性是消费者购买选择决策中的重要变量，城市的道路、交通、地价及建筑布局等因素限制了单家商店的规模扩大，给多种多样的小商业形式（小卖部、小商店、小商场、社区店、商业街）留下了生存和发展的广大空间；（2）某一特定城市有限的人口、人口密集度和购买力限制了流通企业的单店扩张；（3）竞争条件的限制，商业竞争程度与单家商店的规模之间具有反向关系。

第四，流通企业的后向一体化面临限制。流通企业是否能大规模地通过后向一体化进入生产领域呢？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1）专业技术限制。一般来说，生产技术大多为专用技术，即针对某一工艺活动的科学知识和劳动技能，如船舶管道设计、汽车主机安装、电脑主板配置等；而商品交易技术大多为通用技术，即对于大多数交易活动都适用的科学知识或劳动技能，如推销、吸引顾客、口头介绍、交易礼仪、收银等。对于生产企业来说，培训一个技术员工可能要花费较多的成本；而对于流通企业来说，培训一个营业员可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事实上，许多流通企业都在使用零时雇用制度（短期合约）。更为重要的是，生产活动经常涉及多种多样的技术秘密、工艺配方以及专利保护和购买，某些生产企业可以凭借这些优势保持较长时期的行业垄断地位，形成竞争优势，抬高进入壁垒。以上这些技术方面的壁垒都构成流通企业进入生产领域的障碍。（2）经营范围限制。典型的流通企业经营“一般交易”而非“特定交易”，其产品经营范围非常广，稍大一点的商场或超市的经营品种都会多达上万种。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生产领域里没有资本和技术方面的限制，流通企业对每种产品都实行自产自销也是不可能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实中存在大型流通企业创设“自有品牌”的商业现象，即一些产品没有生产厂家的标号，而只有流通企业的标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流通企业自产自销，因为当流通企业具有品牌时，其必然要求充分实现品牌上的规模经济，根据市场需求情况，通过购销协议把某些产品委托给一些没有品牌优势的小型生产厂家加工生产，再利用自身的强大品牌把产品推销出去。“自有品牌”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做流通企业向生产领域的渗透，但并不意味着后向一体化，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以购销协议为基础的市场交易关系，而不是组织意义上的规模扩张。（3）专业化限制。现代经济都是分工与专业化的经济，对个人来说，其所从事的活动越多，每种活动的掌握程度就越低；对企业来说也是如此，企业的多样化经营必然销蚀其专业化优势。这里所说的专业化并不是指专卖店与百货商店之间的区分（它们在经营产品的范围上的确存在“窄”与“宽”的问题），而是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它们是在经营同一产品——交易服务，这也是流通企业与生产企业的根本区别。流通企业向生产领域扩张、实行后向一体化会销蚀其自身的专业化优势，因为专门从事交易比同时从事交易和生产的效率要高得多。


第九章　零售商抗衡势力、消费者福利与产业链绩效*
[1]



Galbraith（1952）在其著作《美国资本主义：抗衡势力的概念》中首次引入了抗衡势力的概念，提出一种垄断势力的存在会创造出另外一种市场势力形成的激励，以在纵向竞争中对抗前一种市场势力，其典型代表就是大规模连锁零售商的兴起。这些大型零售商能够降低支付给制造商的采购价格，并将成本的节约传递给消费者。Galbraith关于抗衡势力的假说由于并没有获得相关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因而受到了stigler（1954）和Hunter（1958）等诸多有力的批评。

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美国市场沃尔玛与宝洁的“冷战”，还是近年来我国市场上格力与国美的“较劲”，都无可争议地反映了零售商与制造商形成了相互依赖、相互抗衡的竞争局面。那么零售商逐渐强大起来的抗衡势力对制造商和消费者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于社会而言是否有利？本章将对零售商抗衡势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进行系统综述，分析不同市场状况下纵向竞争的福利效应以及相应的规制措施。



注释


[1]
 本章内容发表于《产业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第一节　零售商抗衡势力的界定及衡量

目前国内外关于零售商相对于制造商的市场势力的术语主要有买方势力（Buyer Power）、买方垄断（Monopsony）和抗衡势力（Countervailing Power）三种。经合组织（1981）将买方势力界定为：某些厂商或者利用其主导地位来购买产品或服务，或者利用其规模或者其他特征带来的策略优势或杠杆优势，从制造商获得比其他竞争者更为优惠的交易条件。不同竞争环境下买方势力福利效果的不确定性以及界定准则的模糊，使得欧美国家针对买方势力的反垄断政策明显不同。比如，美国于1914年和1936年先后实施了保护中小制造商和中小零售商的《克莱顿法》《罗宾逊－帕特曼法》，以禁止针对大型零售商的价格优惠、数量折扣和广告折让等条款，而欧洲国家则是以一种善意的态度看待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对大型零售商的限制政策明显放宽。因此，为了提高反垄断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有必要将零售商买方势力区分为买方垄断势力和零售商抗衡势力。买方垄断势力产生于制造商不具有市场势力的情况下，零售商通过将采购量限制在竞争水平下降低交易价格，或者通过独占交易等纵向约束方式排斥竞争者。零售商抗衡势力则产生于制造商也具有一定市场势力的情况下，零售商通过对不少于一个的制造商实施可置信的威胁（该威胁给制造商造成的长期机会成本明显大于零售商承担的机会成本）来获得让制造商在交易条件上进行折让的谈判能力。吴清萍和忻红（2009）指出，在不存在行政进入壁垒的情况下，零售产业的经济特征、组织创新的易模仿性以及消费需求的差异性决定了零售商不具备形成买方垄断的条件。Griffith和Krampf（1997）、Chen（2003）的研究认为，近年来零售商规模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少数规模巨大的低价超市企业和众多的小型零售商（包括专卖店和专业店）逐渐将中等规模的综合性超市挤出市场，使得零售业更接近于主导性厂商的市场结构。因此，对零售商买方势力的规制不能直接简单运用买方垄断的研究结论，而更应采取合理推定的原则，关注零售商的抗衡势力对纵向竞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

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机构将买方集中度看做衡量零售商抗衡势力的指示器，虽然买方集中度并不一定直接反映零售商与制造商谈判能力的强弱，但买方集中度高的市场上零售商采购的定价权必然相应地增强。schumacher（1991）定义买方集中度BCRi
 =[image: ]
 ，其中i为卖方行业，j为零售业，CR4为较大的四家零售商的市场集中度，[image: ]
 为零售业j购买卖方行业i的商品额，VSxi
 为卖方行业i的销售总额。Blair和Harrison（1993）认为，买方集中度指标则需要对相关市场进行准确界定，否则无法真实地反映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大小。他们进一步提出了符合现代零售业市场结构的买方势力指数（Buying Power Index）[image: ]
 ，其中s为主导性零售商的市场份额，ε为总供给弹性，η为竞争性中小零售商的需求弹性。然而通常情况下，计算买方势力指数所需要的三个变量难以获得，因此该指数在反垄断实践中并不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节　零售商抗衡势力与消费者价格

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在零售业的广泛应用，零售业市场集中度大幅度提高，Galbraith关于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假说重新受到理论界的关注。Von ungernsternberg（1996）构造了有一家制造商和n家零售商的纵向市场结构，考虑了零售市场古诺竞争和完全竞争两种情况下零售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在零售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况下，如果零售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不影响对竞争程度的假设，那么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增强确实对消费者有利；而在古诺竞争的情况下，由于零售市场竞争程度降低带来的负面效应将超过抗衡势力的正面效应，因此对消费者是不利的。Von ungernsternberg的模型采取的是产量竞争范式，而Dobson和Waterson（1997）基于该模型采取价格竞争范式的研究认为，当零售商之间的服务具有很强的替代性时，零售价格随着抗衡势力的增强而下降，但是当零售服务差异化很大时，抗衡势力的增强并不必然导致零售价格的下降。Chen（2003）认为，当零售市场集中度提高时，在位零售商不仅获得了相对于制造商的抗衡势力，而且也获得了相对于消费者的卖方势力，那么零售价格的变化反映了抗衡势力与卖方势力的联合效应，而Von ungernsternberg、Dobson和Waterson却没有将这两种效应分离开来。为此，Chen针对相关文献研究不足的问题，结合零售业的市场结构特征，并考虑了stigler和Hunter等学者的质疑，对零售商抗衡势力假说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研究。Chen的研究结论认为，主导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增强确实能够为消费者带来零售价格的下降，但下降的原因并不像Galbraith所设想的那么简单。由于抗衡势力的增强，主导零售商能够从制造商处获得更多的利润，为了弥补利润损失，制造商通过降低对中小零售商的采购价格增加销量，从而导致了较低的零售价格。因此，零售价格的下降并不是主导零售商通过成本节约造成的，而是制造商为了弥补抗衡势力带来的利润下降而增加供给所导致的。此外，Chen还发现，虽然零售商抗衡势力提高了消费者福利，但不一定能够提高社会总福利。

Erutku（2005）指出，Chen采用的主导零售商模型缺乏对零售商之间策略互动的考虑，并且分析局限于零售服务同质的情形。他构造了一个全国性零售商与区域性零售商竞争模型，并将对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分析进一步拓展到策略互动与服务差异化的情形。Erutku发现，随着全国性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增强，商品的采购价格以及区域性零售商的零售价格均在初始时上升，达到最大值后转而下降，这与Chen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Erutku进一步指出，实际上当零售市场存在激烈竞争且零售服务同质时，二者的研究结论趋向一致，即随着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增强，采购价格与零售价格均会下降。然而，Inderst和Valletti（2009）、张赞（2007）认为，如果制造商与零售商签订的是线性价格合约，那么当主导零售商凭借抗衡势力从制造商获得较低的批发价格时，为了弥补利润损失，制造商将提高中小零售商的采购价格，这就是抗衡势力所带来的“水床效应”。他们的研究结论表明：在零售市场存在较强竞争的情况下，主导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增强导致零售价格降低、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增加，但从长期而言，“水床效应”可能会使中小零售商逐渐退出市场，导致双边垄断的纵向市场结构。因此，营造零售市场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对抗衡势力假说的成立至关重要。此外，石奇和岳中刚（2008）基于双边市场理论解释了学者们对抗衡势力假说的质疑，提出大型零售商作为消费者和制造商的交易平台，为平衡两类用户的需求，对外部性较强的消费者一方采取低价甚至免费服务策略，比较合理地说明了大型零售商为消费者节约成本的动机以及传递成本节约的机制。

除运用博弈论方法进行理论阐释之外，许多学者以调研数据或实验模拟的方式检验了零售商抗衡势力假说。Lustgarten（1975）采用美国的产业数据验证了企业边际利润（Price Cost Margins）与卖方集中度成正比，与买方集中度成反比，且卖方和买方的集中度之间是正相关的。Ellison和snyder（2009）调查了美国连锁药店和独立药店、医药和健康维护组织（HMO）这几类不同医药零售商的抗生素价格，发现反映抗衡势力的价格折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造商对零售商的依赖程度，而并非取决于零售商的采购规模。他们推测中小零售商的采购联盟若要成功利用抗衡势力，则应首先锁定更多的消费者，以此为条件向制造商寻求更低的采购价格。而Butaney和Wortzel（1988）已经检验了流通渠道中消费者对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影响，他们基于美国电器流通领域的调研数据发现，当消费者的转换成本较低、制造商的市场结构集中且竞争不激烈时，零售商的抗衡势力处于较低水平。Ruffle（2000）通过市场实验的方式考察了买方集中度、买卖双方利润分割和信息披露程度这三个变量对市场价格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当买方市场高度集中（仅有两个买方）并且卖方与买方利润差别较大（6∶1）时，市场价格将持续下降，甚至低于完全竞争价格。为了分析买方市场的高度集中是否是低市场价格的根源，EngleWarnick和Ruffle（2005）设计了一家垄断厂商分别面对两个和四个买方的市场实验，结果发现两个买方的市场价格远低于四个买方的市场价格。由此可见，买方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可能是零售商抗衡势力有效发挥作用的途径。Normann、Ruffle和snyder（2007）通过市场实验的方式考察了制造商成本结构对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影响，实验结果与Indert和Wey（2007）的理论判断一致：大型零售商和中小零售商在相同买卖组合情形下，当边际成本函数递增时，大型零售商能够获得更低的采购价格；当边际成本不变或递减时，大型零售商和中小零售商得到大致相同的价格。目前对零售商抗衡势力假说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于零售商价格折扣是否会产生，而对零售商价格折扣能否传递给消费者还缺乏直接的检验。英国竞争委员会2000年发布的关于食品行业的调查报告表明：1989—1998年，尽管英国针对大型零售商的并购控制政策明显放宽，但食品的实际零售价格却下降了9.4%，一些大型超市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某些日常用品。


第三节　零售商抗衡势力与产业链绩效

在一定的市场竞争状况下，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存在产生了接近于竞争性市场结构的结果，但这并不意味着不会造成产业链绩效的降低。Kokkoris（2006）的研究认为，当制造商市场势力较小时，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形成可能会降低制造业企业的长期利润水平和生产能力，减少其投资创新的意愿，从而不利于产业链绩效的提高。Battigalli、Fumagalli和Polo（2007）基于非合作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考察了零售商抗衡势力对整个纵向结构的联合利润以及制造商产品质量改进的影响，认为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增强，不仅降低了制造商利润和消费者福利，而且零售商也将由于产业链利润的大幅度下降而遭受利益损失。但是进一步的重复博弈模型表明，如果零售商和制造商能够达成长期合作契约，那么有效率的质量改进将会成为一个均衡结果。Chen（2006）构造了垄断制造商在m个同质地理市场上销售n种差异化产品的模型，并对制造商向消费者直接销售以及通过零售商中介销售这两种状况下的市场绩效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增强在降低消费者购买价格的同时，也降低了市场上产品的多样化程度。换言之，零售商抗衡势力在减少垄断制造商价格扭曲的同时，加剧了其产品多样化扭曲的程度，并且后者效应的强度超过了前者。因此，Chen认为，如果综合考虑市场价格和产品多样化选择等因素，那么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存在反而使得消费者的福利水平下降了。Weiss和Wittkopp（2005）通过对德国食品制造业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增强将削弱制造商开发新产品的动力，但是如果制造商也具有一定的市场势力，则这种影响可能大大减弱。周勤和黄亦然（2008）通过对1995—2005年中国18个轻工制造业与零售业的盈利影响因素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中国零售业利用渠道势力对制造业的纵向利润进行了纵向压榨，而制造业必须依靠低水平的投资来维持利润，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国制造业目前技术水平不高、增长手段局限于简单的规模扩张的现状。然而，Inderst和Wey（2007）对零售商抗衡势力的增强削弱了制造商创新动力的观点提出质疑。他们首先提出市场规模和后向一体化的威胁是大型零售商抗衡势力的来源，并在此基础上沿用Katz（1987）的分析框架构造了双边讨价还价的博弈模型，研究结论认为零售商抗衡势力使得制造商获取利润的最优策略是通过不断地创新或投资来降低边际成本，但这将导致所有制造商的利润之和不断下降。此外，制造商还将通过产品质量改进或者广告来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进而获得产业链效率提高带来的收益。石奇和岳中刚（2008）认为，大型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结构的效率是内生的，大型零售商以实物展示和卖场促销的方式实现了“会展”机制的日常化，不仅满足了制造商对产品差异化展示的需求，而且更能向消费者提供真实的消费体验，从而提高交易频率，增加交易对象和扩大交易范围。

关于零售商抗衡势力对零售市场竞争的影响是目前学术界和反垄断机构较为关注的前沿问题，相关研究成果还比较少。Inderst和Valletti（2009）认为，在对称性寡头竞争的零售市场中，大型零售商的抗衡势力将产生有益的“抵消效应”（countervailing effe-cts），这既有助于增进消费者福利，又不会对零售市场的竞争造成损害。然而，在非对称性寡头竞争零售市场中，如果有抗衡势力的主导零售商将所获的采购价格折扣部分地让渡给消费者，那么它就能够以中小零售商丧失市场份额为代价扩大自身在零售市场的竞争优势，使得中小零售商的采购条件更趋恶化，进而加剧零售市场的垄断化趋势。英国竞争委员会2007年关于英国杂货制造商的调查显示：7%的制造商“同意”或者“强烈同意”如果大型零售商向其索取低价，那么其将会提高对中小零售商的供货价格；40％的制造商暗示如果大型零售商在较短时期内扩大需求，那么其将不惜停止向中小零售商供货；49％的制造商暗示在货源紧张的情况下，其会以停止向中小零售商供货为代价满足大顾客的需要；在非价格方面，21％的制造商暗示如果大型零售商需要额外的或者更好的服务，那么其对中小零售商的服务水平将会下降。Cotterill（2005）通过对欧洲连锁超市的调查发现，如果大型连锁超市能够以比中小型超市低9%的价格获得主要品牌产品，那么将会引起零售市场进一步集中，并且随着中小型超市逐步退出市场，消费者在购物的便捷性、产品的多样性、消费的个性化等方面的非价格福利也可能会受到损害。Fox（2005）认为，消费者在从沃尔玛的抗衡势力获益的同时，也丧失了不少的选择机会，如典型的沃尔玛商店大约销售5000种唱片，但传统的专业商店Tower Records则可以展示60000种唱片，这是由于沃尔玛关注整个家庭的消费价值，因而会把那些不受父母欢迎但孩子喜欢的唱片撤下货架。然而，Elizabeth等（2005）的研究表明，在巴西这样的新兴市场上，在大型零售商不断扩张发展的同时，中小零售商的数量和市场份额也在增长，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在零售业中的地位有所降低。缺乏市场势力的中小零售商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不同的零售商分别提供了价格、便利或者购买成本的不同组合。


第四节　本章小结

一、研究结论

Wheeler和Hirsh（1999）基于欧美国家营销渠道发展状况的研究表明：在各个行业，对消费者购买行为能够产生影响的力量，已经从产业链的上游（制造商）转移到下游（零售商）。正如保洁公司（PG）与沃尔玛产销联盟的推动者普里切特所说：“大型零售商大幅度地改善了企业的内外部沟通体系，不仅通过扫描装置收集了大量的信息数据，而且发展了能灵活运用这些数据的技术，从而比制造商更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商品周转情况。”零售商掌握的消费终端的优势逐渐转变为产业链纵向结构的抗衡势力，并且随着零售业市场集中度的显著提高，零售商的抗衡势力越来越显著，致使一些零售商与制造商的关系不断陷入危机。零售商抗衡势力对市场绩效带来的冲击，不仅仅表现在市场价格层面上，更为关键的是还要考虑其对纵向结构效率的影响，尤其是在目前出口增长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纵向结构效率对于制造业企业“出口转内销”以及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至关重要。本章从产业链纵向关系的视角综述了零售商抗衡势力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见表9—1），相关研究认为抗衡势力对社会福利影响的关键因素包括纵向市场结构、零售市场竞争程度以及产业特征等。从目前的研究来看，零售商抗衡势力对产业链效率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均存在一定的分歧。许多学者指出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研究模型假设条件不同。但是影响结果的关键假设是什么？不同的假设会导致哪些可能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建立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社会福利评价基准。此外，已有的文献大多运用为分析单一市场而构造的理论和模型，以这种处理方式来研究纵向结构关系是不恰当的，因为抗衡势力跨市场行使的效果更加复杂。相关文献研究零售商抗衡势力时，仅考虑一种纵向市场结构和一个关键假设，而忽略了纵向市场结构以及其他假设的变化对于市场均衡结果的影响，使得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还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零售商抗衡势力跨市场行使对产业链绩效的影响，为规制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表9—1　零售商抗衡势力及福利效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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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启示

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对零售商的兼并和纵向控制行为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约束，美国在1936年实施了《罗宾逊－帕特曼法》，明确规定有可能垄断市场的大型零售商不允许向制造商要求特殊的折扣等不合理费用，对中小制造商不能采取差别歧视政策。日本为了规制大型零售滥用抗衡势力的行为，于1974年实施了《大店法》，1997年又出台了《大店立地法》。然而，近年来欧洲针对大型零售商之间的并购控制政策明显放宽，除了KingfisherDixons兼并案之外，英国竞争委员会几乎没有制止零售商兼并。规制机构认为，零售商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最终会导致零售价格降低，医药和水泥等行业存在支持Galbraith抗衡势力假说的经验数据，这些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规制政策的实施。2006年11月，我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通过并实施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对零售商滥用抗衡势力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然而，巫景飞、李骏阳（2008）对《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后发现，该政策基本失效。就《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而言，其实施过程中不仅会遇到执行成本过高、监督难度过大等诸多问题，而且更为关键的是《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并未从产业链纵向结构特征方面进行考察。为此，根据纵向结构效率以及零售业的产业特征，应考虑以下规制原则：（1）实施反垄断的同时要在流通领域兼顾规模经济发展，对于我国零售业的发展，应该首先以促进为主，鼓励零售企业做大做强，组建大型零售企业集团和区域零售龙头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效率提升，而非实施过于严厉的反垄断政策。（2）反垄断机构应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情况下，防止大型零售商滥用抗衡势力，向中小零售商转嫁不合理费用或进行市场封锁，导致中小零售商的采购条件更趋恶化。从长期来看，中小零售商对于零售市场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至关重要，否则消费者最终必然会支付更高的价格。（3）规制机构应关注大型零售商是否针对中小制造商实施买方垄断势力，如过度延迟付款、货款提成、任意更改合同条款等，这将使中小制造商的投资和创新活动受到破坏，减少消费者产品多样化的选择。Dobson和Waterson（1997）结合英国零售业反垄断的实践经验，提出零售业的反垄断应高度关注弱小制造商和消费者的价格水平以及多样化选择。（4）依据我国《反垄断法》对大型零售商的兼并行为进行绩效评估和审查。如欧洲委员会曾经对1997年芬兰零售巨头Kesko兼并Tuko、1999年Rewe和Meinl的合并以及2000年Carrefour和Promodes的合并等案例进


第十章　外部性与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
[1]



纵向约束（Vertical Restraints）是指在产业链纵向关系中，拥有市场势力的厂商所采用的对其下游厂商或上游厂商进行限制的契约安排。在Tirole（1989）、Rey和Vergé（2005）等的研究纵向约束的“制造商—零售商”分析框架中，主要讨论制造商利用市场势力向零售商施加各种纵向约束。然而，随着零售商规模化、连锁化的迅速发展以及买方市场竞争格局的形成，大型零售商已逐渐成为产业链中的主导企业，从而对制造商施加各种纵向约束。例如近年来大型零售商开始向制造商收取名目繁多的通道费（slotting Allowances）
[2]

 。虽然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已成为近年来西方国家反垄断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焦点，但零售商具有更大市场势力的情形在纵向约束的研究中较少受到关注，不能凭直觉进行推理将制造商实施纵向约束的相关结论一般化，否则会导致错误的公共政策。

Rey和Vergé（2005）指出，制造商与零售商纵向关系中的一些决策变量（如零售价格、销售数量、促销服务等）影响整个纵向结构的联合利润，而其他的一些决策变量（如采购价格、特许费、通道费等）则影响联合利润在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的分配。制造商和零售商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可能选择不同的决策变量，这就带来了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制造商之间以及零售商之间的纵向外部性和横向外部性。拥有市场势力的主导企业可以通过纵向约束的方式消除各种外部性，提升产业链的经济效率。本章依据外部性理论，对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研究进行系统综述。



注释


[1]
 本章内容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3期。


[2]
 通道费是制造商为使自己的产品进入超市或商场的销售区域并陈列在货架上而事先一次性支付或由超市在以后的销售货款中扣除的费用。


第一节　零售服务的纵向外部性与通道费

在商品日益丰富的买方市场条件下，零售商除了价格促销外，通常还提供免费接送、店内广播和电视、产品演示或陈列、售后服务、免费送货等零售服务。这些服务不仅为制造商分销了商品，而且发挥了提高交易频率、增加交易对象、扩大交易范围的市场创造作用，尤其为制造商的新产品的营销提供了差异化展示的平台。如果缺乏足够的成本补偿，那么零售商将倾向于提供低于最优水平的零售服务。以Kelly（1991）、sullivan（1997）为代表的“效率促进理论”认为，通过收取通道费，零售商与制造商之间实现了新产品营销的成本分担和风险转移，不仅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新产品的研发水平，而且能够有效地促进零售价格的降低，从而可以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率。而以shaffer（1991）、MacAvoy（1997）、Marx和shaffer（2007）为代表的“市场势力理论”认为，通道费是零售商滥用市场势力的表现，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零售商之间或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在产业组织理论中，市场势力被视为提高销售价格、降低投入品价格、重新分配利润以及维持利润的能力。Bloom、Gundlach和Cannon（2000）的研究表明，不断增加的通道费与零售商的“守门人”
[1]

 权利密切相关。据德勤咨询公司的测算（Deloitte和Touche，1990），美国日用品零售行业（不含烟草业）的通道费总计约为每年90亿美元，Desiraju（2001）的估计则是约160亿美元。Marx和shaffer（2004）认为，要求交纳通道费是拥有市场势力的零售商向消费者保持低价，而从制造商那里攫取租金的策略性行为。shaffer（1991）考察了由完全竞争的制造商、双寡头垄断的零售商构成的纵向市场结构，其中零售商要求制造商交纳通道费，但同时支付较高的采购价格。shaffer认为零售商收取通道费不仅可以内部化零售服务的外部性，而且会导致零售价格上升，形成类似于零售商合谋的均衡结果。汪浩（2006）研究了非合作博弈情况下通道费的排他性效应，认为通道费强化了大型零售商的价格优势，而制造商可能将其承担的通道费成本转嫁给其他市场势力较弱的中小零售商，提高对中小零售商的供货价格，使中小零售商的市场份额和利润进一步降低。MacAvoy（1997）认为，实力较强的制造商可能会主动抬高通道费，使一些相对弱小的制造商因无力购买稀缺的超市货架空间而被迫离开市场，由此导致制造商品牌间竞争弱化、零售价格上升和效率损失。

相关的实证研究关于通道费也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依据“效率促进理论”，零售商对经过市场检验的成熟商品应不征收或征收较低的通道费。而据Bloom、Gundlach和Cannon（2000）的调查，包括冷冻食品、干货、烟草和啤酒等成熟产品的通道费反而相对较高，“效率促进理论”显然无法对这些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Farris和Ailawadi（1992）认为，按照sCP范式的“集中度—利润率”假说，如果产业链中的市场势力“真正”发生了转移，那么零售商相对于制造商的利润率应该会上升。他们通过对美国1972—1990年食品行业数据的分析发现，制造商的利润率在此期间一直稳定提高，而零售商的利润率却相当稳定，这些结果表明零售市场的集中并没有导致零售商相对于制造商的市场力量显著增强。Messinger和Narasimhan（1995）分析了零售超市企业的会计及股票市场数据，也发现产业利润并没有从制造商向零售商转移。英国竞争委员会2000年发布的关于食品行业供应链的报告也表明，在过去的十年间零售商并没有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至于通道费对零售价格的影响，已有的研究大多表明零售商并没有对消费者实施市场势力。英国竞争委员会认为食品零售业是“充满竞争”的市场，零售价格并没有过高：1989—1998年，英国食品的实际零售价格下降了9.4%，一些大型超市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某些日常用品。Derek Baker（2003）分别对加拿大、丹麦等国家的食品行业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类似结论，零售商很少滥用市场势力提高食品价格。Bloom、Gundlach和Cannon（2000）对关于通道费的两种争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通过对生产商、零售商的实地调查证明了现实中这两种观点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通道费自产生以来就引起了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在1996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没有制造商提供证据表明通道费对消费者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目前美国的零售商仍可以向制造商收取通道费。在法国，通道费也没有被法律文件所严格禁止，实践中通常是由制造商与零售商约定是否收取通道费，如法国的家乐福就是典型的通道费盈利模式。日本的反垄断法对于通道费的收取类别则有明确规定，即零售商只能收取上架费、进场费和广告费三种通道费。1977年，日本的大型零售商——三越百货店——利用其与制造商交易中的优势地位，在店面重新装修以及集中销售特定商品时，在一些非销售活动如“樱花节”、焰火晚会中，要求制造商负担全部或部分费用。三越百货店的行为被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认定违反了反垄断法，命令其采取相应的排除措施。与日本关于通道费的规制相类似，英国的反垄断法也规定了对某些特定的商品不得收取通道费，而对于其他商品的通道费，法律则不予干涉。我国2006年颁布实施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肯定了促销服务费的合理性，并明确规定了不可以收取的通道费的种类，如“条码费”、“店庆费”、“装修费”等。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和法律依据，《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实施并没能制止零售商收取不合理通道费的行为。一些地方政府和零售商甚至表示，通道费纯属市场行为，政府不应干预。



注释


[1]
 “守门人”（gatekeeper power权利是指零售商利用货架资源向进入市场的制造商提出要求的权利。）


第二节　买方势力的纵向外部性与价格歧视

大型零售商相对于制造商的市场势力，也被称为买方势力。Chen（2007）认为，买方势力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表现为大型零售商可以从制造商那里获取歧视性的特别价格折扣，这种折扣比其他不具有买方势力的中小零售商在同等条件下所获得的折扣更为优惠。1952年，Galbraith根据零售商的买方势力提出了“加尔布雷思假说”，其认为大型零售商作为一种抗衡势力，通过实施抗衡力量，能够从制造商处获得更低的采购价格，并且将这种成本的节约传递给消费者。英国竞争委员会（2000）的报告详细列举了52种与零售商买方势力有关的、可能对制造商造成外部性影响及扭曲竞争的行为，其中包括强迫制造商提供更优惠的交易条件、接受风险不平等的条款以及强制性地将费用或成本转嫁给制造商等。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外部性影响还通过制造商的主动调整反映出来，如零售商的买方势力改变了制造商愿意支付的促销费种类。美国食品系统研究会（2005）对食品行业促销费的调查表明，零售商的买方势力与制造商愿意支付的发票外促销金额（offinvoice trade promotion）呈正相关关系。

被大型零售商用做纵向控制策略的价格歧视与面向最终消费者的价格歧视是有着重要区别的。当零售商向最终消费者进行价格歧视时，这种策略只是在单一市场中实施，并且消费者的需求是相互独立的；而当制造商向零售商进行价格歧视时，必须要考虑对零售商之间竞争关系的影响，因为任何一家零售商的利润和市场份额不仅受企业自身所支付的采购价格的影响，而且受其竞争者所支付的采购价格的影响。因此，大型零售商从制造商那里获得较大的价格折扣，使得原本弱小的中小零售商处于更加不利的竞争地位，采购市场的价格歧视可能导致明显的“水床效应”（waterbed effect）
[1]

 。Katz（1987）研究了连锁零售商和本地零售商的竞争模型，连锁零售商后向一体化的能力是其买方势力的重要来源，比如连锁零售商能够以目标市场为导向进行产品设计和产品组合选择，而不再依赖制造商的产品组合来进行决策。Katz的结论认为，零售市场价格歧视的相关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采购市场，零售商需求的相互依存性和一体化的可能性对均衡结果有很大影响。一方面，采购市场上的价格歧视可能减少零售市场上的销售量，减少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另一方面，通过价格歧视阻止社会无效率的一体化，又可能增加社会福利。O'Brien（2002）对Katz的模型进行了扩展，认为如果后向一体化的威胁是可置信的，那么Katz的结论仍然成立；如果这种威胁不可置信，那么Katz的结论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因此，禁止或允许价格歧视，其福利效果是不确定的，这取决于具体的市场环境和企业间竞争的性质。

Fox（2005）研究了沃尔玛对传统唱片连锁店和独立唱片商的消极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唱片零售商，沃尔玛销售的许多唱片被用做吸引消费者购买其他产品的“促销品”。传统的唱片零售商认为，沃尔玛及其他大型折扣商店正在实施掠夺性定价策略，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Elizabeth等（2005）的研究表明，在巴西这样的新兴市场上，连锁零售业不断扩张发展的同时，中小零售商的数量和市场份额也在增长，没有证据表明它们在零售业中的地位有所降低。缺乏市场势力的零售商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不同的零售商分别提供了价格、便利或者购买成本的不同组合。关于中间产品市场上的价格歧视问题，美国1914年通过的《克莱顿法》第二条做出了相关规定：“任何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对不同的商品购买者实行价格歧视……这种歧视的结果会在交易过程中严重地削弱竞争或形成垄断，这种行为是非法的”。《克莱顿法》主要关注的是拥有市场势力的制造商通过掠夺性定价与其他制造商竞争，将竞争者逐出市场。随着买方市场势力的兴起，为了保护中小零售商免受不正当竞争，美国于1936年颁布实施了《罗宾逊—帕特曼法》。新的法案保留了《克莱顿法》第二条对价格歧视行为的限制，并增加了禁止数量折扣和对大零售商的广告折扣等行为的条款。Ross（1984）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罗宾逊—帕特曼法》通过后，股票市场对主要连锁零售商的估价显著下降。



注释


[1]
 “水床效应”类似于“将一边按下去，由于水的挤压而使另一边凸出来”，本章主要是指大型零售商在采购市场上获得较大的价格折扣，这种价格优势在零售市场竞争中更加凸显。


第三节　零售商竞争的横向外部性与零售价格控制

零售价格控制（Resale Price Maintenance，RPM）是指上游的制造商与下游的零售商以契约的形式限定最终零售价格水平的行为，通常采用固定零售价格的方式，也包括最高限价（Price Ceiling）和最低限价（Price Floors）两种形式。相关的理论研究大多将RPM视为某一垄断性制造商发起或同类制造商联合发起的，以协调制造商之间、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利益的纵向约束手段。如RPM可以消除垄断制造商与垄断零售商的双重加价问题，以达到联合利润最大化（Tirole，1989）；RPM有利于增强生产商卡特尔的稳定性，使成员难以降低卡特尔价格（Rey和Vergé，2005）；RPM可以避免零售商为拓宽销售渠道而降低零售价格，影响制造商“高价位、高品质”的产品形象（Marvel和McCafferty，1984）。然而，Yamey（1952）的研究表明，RPM起源于零售商联盟为应对大型零售商的低价竞争而向制造商要求协商价格的措施。Yamey通过对1885－1906年美国食品、医药、专利药品、烟草等行业的研究发现，随着连锁超市、购物中心等新型零售业态的兴起，大型零售商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获得了较大的市场份额，使得中小零售商不得不以更低的零售价格和边际利润进行着类似伯川德模型的竞争。一些地区的食品协会、药剂师协会、烟草商协会，以及各种贸易组织，要求制造商控制供给数量和实施RPM，以保证和提高零售商的利润水平。RPM使零售价格上升，导致制造商由于销售量的下降而利润受损。因此，制造商是否采用RPM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零售商的市场势力。Marvel和McCafferty（1984）比较了实施RPM与不实施RPM的零售价格，认为RPM有利于提高零售商的服务水平，但并不一定能提高零售价格。他们研究了组合音像组件的RPM经营体制，认为在产品生命周期的初期阶段，RPM是对零售商的某种补偿，鼓励零售商提供专业服务，使大众消费者了解陌生的产品和品牌。

Gilligan（1986）选用43个RPM案例检验了RPM的相关理论假说及其实施效果。Gilligan的检验结果认为，企业和产业的结构特征影响着在某一特定环境下的RPM效果，也进一步证实了RPM对生产和销售有多重效应的观点。Ornstein和Hanssens（1987）研究了RPM在蒸馏酒精行业中的运用对消费量、分销网络等因素的影响，结论认为RPM将导致零售价格的提高、消费量的下降，并使消费者剩余向零售商转移。Oster（1984）估计，由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出异议，制造商Levi strauss公司放弃RPM而导致消费者剩余每年增加300万美元，消费者增加购买而使得公司利润每年增加7200万美元。然而，Ippolito（1996）研究美国203个RPM诉讼案例后却发现86.9%的私人案例是零售商为反对制造商或供应商而提出的，仅有6.9%的案例是消费者和消费团体提出的。Ippolito进一步检验了关于RPM的理论假说对案例的解释力，发现生产商或零售商合谋的案例仅占私人案例的9.8%，占全部案例（包括私人案例和政府案例）的13.1%，并且大部分案例都可以用“专业服务”理论
[1]

 解释。Hersch（1994）对schwegmann Brother 公司案例的研究表明，解除RPM对于制造商没有明显的影响，对于部分零售商则产生了正面影响。总之，与理论研究相类似，由于RPM的实施动机和福利效应取决于不同的市场结构、竞争环境和信息条件等，目前对于RPM的实证研究结论也是不确定的。

长期以来学术界和政府对RPM的福利效应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各国关于RPM的规制政策也各有不同。但总体而言，由于RPM剥夺了零售商的自由定价权，使其无法根据市场竞争状况以及成本结构来制定商品的零售价格，并且削弱了销售相同商品的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因而RPM属于一种限制竞争的行为，大多数国家对于RPM都倾向于将其认定为“违法”。英国的《零售价格法案（Resale Prices Act）》明确禁止制造商控制其产品的零售价格，但非处方药市场享有豁免权。1970年，英国反垄断法院对非处方药市场的特殊地位进行了审查，社区药房行动集团（Community Pharmacy Action Group）申诉“药剂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处方药业务，取消豁免将使许多药剂师失业、药店数量减少”，法院裁定取消豁免将损害公共利益。1995年，英国公平交易局（Office of Fair Trading）通过对医药市场的调查，认为对非处方药市场的豁免是不适当的，并于2001年5月结束了RPM禁令在非处方药市场的豁免。但是，对RPM的司法禁止并不意味着生产商不能实施某种形式的价格控制。1995年7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禁止品牌制造商Reebok and Rockport直接控制零售价格，但是允许其单方面公布零售价并拒绝向折扣经销商供货。由于品牌间竞争是反垄断法关注的主要问题，因而各国的反垄断机构对RPM的规制有一定程度的放松。如美国对RPM案例逐步缩小了本身违法（Per se Illegal）原则的适用范围，对最高零售价格控制的判定则采用理推定（Rule of Reason）原则。



注释


[1]
 “专业服务”理论是指为减小零售商提供销售服务的道德风险，制造商可能使用RPM促使零售商提供其所要求的服务，Gilligan（1986称其为“交易假说”。）



第四节　零售商投资的横向外部性与排他性经营区域

零售商在营销、声誉上的投资将对其他零售商产生正的外部性，除非零售商的投资是存在专有效果的，否则零售商投资水平的提高将会增加总的需求，而其他零售商可以通过提供较低的价格和较少的投资来获利。Telser（1960）指出，这种横向外部性的存在，在没有任何分担投资成本和收益的契约时，将使得零售商的投资水平低于最优水平。以广告为例，假定某一零售商在当地对商品进行电视广告促销，这将促使对该商品的需求上升，使得其他销售该商品的零售商均受益。与此类似，具有良好声誉的零售商销售某种商品实际上传递了商品为高质量的信息，并且将有效地影响需求，销售同样商品但不具有这种声誉的零售商可能因此而受益。在这种情况下，RPM可能无法消除这种外部性，而拥有市场势力的零售商要求制造商签订排他性经营区域（Exclusive Territories）契约，这可以激励零售商提供最优的投资。排他性经营区域，也称独占区域、排他性势力范围或独家销售，是指制造商在零售商之间划分最终市场，使得在每一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只有一家零售商拥有向消费者提供这种产品的权利。Klein和Murphy（1988）、Marvel和McCafferty（1996）从“准租金流”的视角解释和论证了排他性经营区域的合理性。由于零售商通常过于重视价格竞争，而忽视了营销和声誉投资的重要性，因而它们认为排他性经营区域通过特有的限制品牌内竞争从而创造远期“准租金流”的机制，可以鼓励零售商在短期内牺牲利润去提供销售服务、塑造品牌形象，以战略的视角获取长期利润。Dutta（1999）从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的角度证明了排他性经营区域的效率改进效应。零售商较制造商拥有更多的市场知识和信息，特别是在消费者需求特征、市场服务的成本、市场竞争状况等方面，Dutta认为制造商赋予零售商排他性经营区域的权利、让信息优势者（零售商）做出营销决策的机制，可以提高产业链的整体效率。Dobson和Waterson（1996）、Coma-nor和Rey（2000）指出，主导零售商与制造商签订的排他性供给合约（Exclusive supply Contracts）使其出售的商品与其竞争者不同，从而避免了销售的同质化和激烈的直接竞争，但是它排除了潜在的零售竞争者，减少了消费者的选择，对社会福利可能产生负面影响。

与理论研究不同，关于排他性经营区域的实证研究结论则比较明确，大多支持效率改进的观点。santiago（2004）通过对西班牙产业市场上116对制造商—零售商纵向关系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排他性经营区域的收益并不是源于垄断租金，而是制造商与零售商之间形成了促进效率改进的机制，提高了双方的经营绩效。Jordan和Jaffee（1987）、Culbertson和Bradford（1989）利用印第安纳州和新泽西州的数据估计了排他性经营区域对啤酒价格的影响，研究表明在排他性经营区域契约受法律许可的地区，啤酒零售价格要高出11%~12%。然而，sass和saurman（1996）提出，零售价格的上涨并不能说明排他性经营区域的反竞争效应，因为零售服务的增加也可能导致价格上涨。他们利用1948－1990年印第安纳州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排他性经营区域遭到禁止后，啤酒消费量大幅度下降，进而验证了排他性经营区域效率改进的观点。Mixon（1996）通过对印第安纳州广告市场的观察，发现当排他性经营区域被禁止时，零售商提供的广告减少，而对市场并不具有信息优势的制造商提供的广告增加。Dutta（1999）根据对企业的问卷调查，也实证检验了零售商专用性投资与排他性经营区域契约的呈正相关关系。此外，Dutta认为，虽然排他性经营区域提高了制造商和零售商的整体效率，但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并不明确。

美国对排他性经营区域的规制经历了合理推定原则和本身违法原则的不稳定性，1977年sylvania案例的判决将合理推定原则确立为排他性经营区域规制的基本立场。1996，Toys“R”Us公司利用其在玩具零售业中的主导性地位，促使主要的玩具制造商拒绝向以较低的利润率出售若干商品的仓储俱乐部商店供货。Toys“R”Us公司认为，仓储俱乐部商店在产品促销方面存在搭便车行为。然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发现，Toys“R”Us公司与玩具制造商签订的纵向约束协议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从而要求Toys“R”Us公司停止这些行为。此外，欧盟对排他性经营区域的规制，首先关注其是否阻碍了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其次考虑其是否有抑制竞争的作用。


第五节　本章小结

目前，关于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的研究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是随着近年来外资零售商迅速扩张并日渐取得我国零售市场的主导权，关于开放国内商品分销市场可能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产生经济安全风险的讨论，使这一问题成为焦点。本章从产业链纵向关系的外部性视角综述了相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见表10—1），并对相关的规制措施进行了探讨。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关于零售商市场势力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在理论和实证研究上均存在一定的分歧。虽然许多学者指出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研究模型假设条件不同，但是影响结果的关键假设是什么？不同的假设会导致哪些可能的结果？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建立统一的经济分析框架和社会福利评价基准。此外，已有的文献大多运用为分析单一市场而构造的理论和模型，以这种处理方式来研究纵向结构关系是不恰当的，因为市场势力跨市场行使的效果更加复杂。相关文献研究某一纵向约束行为时，仅考虑一种纵向市场结构和一个关键假设，而忽略了纵向市场结构以及其他假设的变化对于纵向约束行为均衡结果的影响，使得研究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因此，还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零售商市场势力跨市场行使对产业链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的影响，为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可靠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表10—1　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及其福利效应

[image: 189]


发达国家对于零售商实施纵向约束的规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也不尽相同。美国的反垄断立法对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的规制经历了由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的过程，即由对市场支配地位状态的控制转向禁止滥用市场势力限制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机构对纵向约束的规制也趋于宽松，1985年美国司法部颁布的《纵向约束指引》（Vertical Restraints Guidelines）对非价格限制采用合理推定原则，判定纵向限定价格仍是本身违法的。1996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起诉零售商Toys“R”Us公司滥用优势地位进行排他性竞争以及美国司法部对Orbitz公司的调查表明，反垄断机构对主导企业滥用优势地位的规制有加强的趋势。欧盟委员会于1997年颁布了《关于欧盟竞争政策中的纵向约束绿皮书》（Green Paper on Vertical Restraints in EC Competition Policy），相关的争论导致2000年6月《纵向协议和纵向协调行为适用欧共体条约》第81条第3款的2790/99号条例的生效，这是关于纵向协议整体豁免的综合性条例。这些政策使得欧盟对主导企业纵向约束的规制不再基于约束行为的类型，而是考虑市场环境。正如Rey和Vergé（2005）所言：“对于大多数纵向约束，竞争考虑只能在品牌间竞争不充分时应用”。

我国的《反垄断法》于2008年8月正式生效，因此关于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的研究对指导规制政策的实施具有较强的、直接的现实意义。我国要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成果和规制经验，如美国反垄断立法中的“案例判断”原则，针对具体案例进行分析，判断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经济规制。正如Lafontaine（2005）提到的，在这样一个法律和经济理论尚不明确的环境下，实证评估对政策的制定显得尤为重要。此外，还要考虑我国零售业的现状，相关的规制政策要有利于我国零售业竞争力以及产业链效率的提高。本章认为对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进行规制应该考虑以下原则：（1）规制以保护竞争和效率为前提，其中的效率应包括产品生产效率、产品销售效率以及消费者福利水平；（2）规制不以保护制度商的既得利益或零售商的既得利益为前提；（3）当在较高比例的产品销售上排斥其他竞争对手，或者众多的制造商被排斥在零售渠道之外，以及占有某产品较大市场份额的制造商被排斥在零售渠道之外的现象存在时，可以认定损害竞争的情况出现了。


第十一章　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的性质*
[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有市场势力的零售商开始反过来限制制造商，人们开始重新围绕“加尔布雷思假说”
[2]

 展开讨论。一部分学者和实业界人士认为，收取通道费是限制竞争的市场行为，政府应该利用反托拉斯法对其进行规制；而另一部分人却认为通道费的产生与发展是对市场变化的自然反映，它的存在促进了竞争。这似乎只是单纯的关于“工商关系”的议题，但是，随着近年来外资商业迅速扩张并日渐取得我国零售市场的主导权，关于开放国内商品分销市场可能通过产业关联效应产生经济安全风险的讨论，使这一问题不再单纯（胡祖光等，2006）。人们认为，针对“零供关系”的“规制介入”不仅必要，而且迫切。但是，“规制介入”不能滥用，它应该是恰当的：在阻止市场势力的滥用时不损害竞争性市场结构。所以，对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的性质应该给予清晰界定。



注释


[1]
 本章内容发表于《财贸经济》2008年第3期。


[2]
 “加尔布雷思假说”认为，大型零售组织是以一种垄断势力来抗衡另外一种垄断势力，通过行使抗衡势力，强有力的零售商能够降低它们付给供货商的价格。加尔布雷思据此认为，这样的抗衡势力对社会是有益的（Galbraith，1952。）


第一节　大型零售业的双边市场特征：理论模型

马龙龙和裴艳丽（2003）把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行为概括为四个方面：特别折让价格、限制采购行为、收取通道费和延长账期。其中，限制采购行为的不正当竞争性质是明确的，实施者越来越少；延长账期这一行为不仅性质明确，而且易于规制。所以，这两种行为在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中没有典型性。特别折让价格和收取通道费这两种行为在当今“售后付款”的经营模式中已经无法明确区别，或者说，二者已经合而为一。考虑到目前的商业操作中已很少对其进行区分，本章就将二者都视为收取通道费的行为，讨论零售商主导的包括特别价格折让和大量收取附加费用的纵向约束的性质。

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出现过连锁业强迫供应商接受各种苛刻条件和附加费用的情况，引起了强烈的反连锁店情绪，后来在中小制造商联合起诉的压力下，美国出台了《连锁商店反价格歧视法》。20世纪80年代，通道费随着大型零售企业的兴起而成为发达国家商品分销市场上的普遍现象。这时的通道费是指，制造商为使自己的产品进入超市或商场的销售区域并陈列在货架上而事先一次性支付或由超市在以后的销售货款中扣除的费用。据德勤咨询公司的测算（Deloitte和Touche，1990），不含烟草业的美国日用品零售行业的通道费总计约为每年90亿美元。据报道，在我国一家炒货企业与家乐福签订的促销服务协议中，这家企业为让其产品进入家乐福，需要交纳包括特色促销活动、店内旺销位置优先进入权、进入商店的特权等六大门类的通道费用，达到该企业在家乐福卖场所实现的销售额的36%。
[1]

 通道费自产生以来就一直受到各国反垄断机构的关注，由于制造商并没有证据表明通道费降低了社会福利，因此通道费并未被法律文件所严格禁止。但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对通道费的类别、收取方式、排他性协议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经济规制，如日本的反垄断法明确规定，零售商只能收取三种通道费，其他的通道费用不得收取。2006年，我国正式实施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对零售商滥用市场势力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以及不正当的收费项目进行了相关规定，但也没有明确禁止零售商收取通道费。

从国内外相关文献来看，对于通道费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以Kelly（1991）、sullivan（1997）为代表的“效率促进理论”，其认为通道费是众多新产品竞争稀缺的超市货架空间的结果。通过收取通道费，零售商与制造商之间实现了新产品营销的成本分担和风险转移，不仅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新产品的研发水平，而且能够有效地促进零售价格的降低，从而可以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率。“效率促进理论”说明零售商对新产品收取通道费是合理的，但却无法合理解释市场上普遍存在的对成熟商品收取通道费的行为。二是以shaffer（1991）、MacAvoy（1997）、Marx和shaffer（2004）为代表的“市场势力理论”，其认为通道费是零售商实施其市场势力的结果，它削弱了零售商之间或制造商之间的竞争。如shaffer（1991）认为，通道费可以促进零售商的合谋，进而提高最终零售价格和零售商的利润。MacAvoy（1997）、Marx和shaffer（2004）、汪浩（2006）认为，实力较强的制造商和零售商可以利用抬高通道费这种方式将相对弱小的制造商、零售商挤出市场。吴小丁（2004）、张赞和郁义鸿（2006）认为，通道费是零售商买方市场势力滥用的表现。然而，“市场势力理论”的有关假定和结论都存在问题：一方面，其主张者普遍假定零售商处于买方垄断地位，这种先验的假定不仅使其论证失去了大部分的说服力，而且与人们对零售服务市场的经验判断也不一致。因为，与垄断的市场结构相比，零售服务市场似乎更接近于主导性厂商的市场结构。另一方面，“市场势力理论”的有关结论没有获得实证检验的支持，如Farris和Ailawadi（1992）通过对食品行业数据的分析发现，制造商的利润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稳定增长，而同期零售商的利润却相当稳定，这些结果表明零售市场的集中并没有导致零售商相对于制造商的市场力量显著增大。Messinger和Narasimhan（1995）分析了零售超市企业的会计及股票市场数据，发现产业利润并没有从制造商向零售商转移。事实上，过于依赖用分析同业市场结构的模型来研究纵向结构关系是不恰当的。

所以，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的性质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说明，本章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基于产业组织研究领域新兴的双边市场理论，分析在零售商主导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零售商、制造商三者的利益关系。

一直以来，零售商的职能被界定为媒介商品交换，这种界定概括了零售商承担的产品分销职能，反映的是制造商主导零售商的理念。当产品差异度不高、零售商表现产品差异的重要性不足时，现代意义的大型零售企业缺乏成长的条件。然而，随着制造商出于增强自身市场势力的目的，越来越多地运用产品差异策略来减小消费者需求弹性，单家制造商追求的产品差异度越来越被过于广泛的产品差异所淹没，差异化产品越来越难以在铺天盖地的“差异渲染”中被识别出来，现代意义的大型零售企业应运而生。大型零售企业陈列众多的差异化产品，在差异化产品的相互比对中展示产品差异，充分发挥提高交易频率、增加交易对象、扩大交易范围的市场创造作用，提高了商品分销和纵向结构的效率。这样，大型零售商演变为双边市场中的交易平台，成为制造商展示商品的有效媒介，众多光顾商店的顾客成为商品展示的受众。从而，大型零售商的盈利模式也由通过销售商品盈利转变成作为平台企业向两边用户——制造商和消费者——提供服务而获取收益。

双边市场的概念来自双边市场理论。Armstrong（2004）、Rochet和Tirole（2004）等的双边市场理论认为，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存在一类平台（platform）企业，这些平台企业向两类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并通过一定的价格策略促使两类用户在平台上实现交易，具有这种特征的市场被称为双边市场（Twosided markets）。下面描述大型零售业的双边市场特征。

就某种商品市场而言，假定有n家制造商，分别为n类消费者生产相应的偏好品。把第i家制造商生产商品且由第j类消费者使用所产生的成本节约记为Rij
 ，其中的成本节约可以理解为“双方匹配”。如果i≠j，则Rij
 =0，同时把Rii
 标准化为1。制造商在进行市场竞争时有两种战略，即差别最大化战略和统货战略。统货战略下生产的商品可能出现两种情况：（1）适合特定偏好的商品（记特定偏好为s）。商品对特定偏好s的满足可能源于企业的技术战略，也可能源于商品自身的特点，商品i适合特定偏好的概率是ρi
 ∈（0，1），ρi
 为制造商的“差别倾向”，且独立于其他商品。假定商品为偏好s的消费者提供了e单位的成本节约，为其他的消费者提供了e′单位的成本节约。（2）不适合特定偏好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为n类消费者提供d单位的成本节约。由此可见，Rij
 是随机变量，可能为e、e′或d。进一步假定0<d<e′<e<1，从而保证在统货战略下为满足偏好s所生产商品的效率低于在差别最大化战略下的情况，同时也保证统货战略下为满足偏好s所生产的商品在效率上高于非为满足s所生产的商品（在不满足s的情况下，商品并非没有价值）。e′>d意味着，相对于不适合特定偏好的商品，消费者使用并非为其设计的适合特定偏好的商品时更有效率，定义Δ≡e′－d>0是对这种优势的测度。

如果消费者对商品个性化程度要求不高，从而商品的差别度不必很高，那么反映商品种类的n值就不会很大，这意味着有关Rij
 价值矩阵的信息不经特别机制也易于公开。但随着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增长，制造商势必更多地采用差别最大化战略，n值随之增大。为了向消费者说明、展示自己产品的差别和特性，制造商需要借助很多种其他产品的差别和特性作为比对和参照的对象。这种依靠其他产品的特性来展现产品差别的过程也正是公开Rij
 价值矩阵信息的过程。大型零售企业的经营适应了这种要求，实现了会展机制的日常化，在比对展示中显化了产品特性，建立了一种Rij
 价值矩阵的信息公开显示机制。

命题：在任何出价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中，对于任意的经过零售商公开的成本节约Rij
 矩阵，制造商生产的商品都出售给了相应偏好强度的购买者。

[image: 196]


作为双边市场交易平台的大型零售商具有一些与传统单边市场不同的特征：（1）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crossgroup network externalities）特征。传统网络外部性是来自同一用户的需求方规模经济，而双边市场的这种网络外部性主要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另一类型用户数量，是一种具有交叉性质的网络外部性（Roson，2005）。Rochet和Tirole（2004）进一步将这种网络外部性分为成员外部性
[2]

 和交易外部性
[3]

 ，交易平台相应地收取固定会员费和交易使用费。这意味着，制造商进驻零售卖场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光顾零售卖场的消费者的规模；同理，消费者光顾零售商的需求主要取决于进驻零售商铺的制造商的数量。（2）作为双边市场交易平台的大型零售商，向制造商收费而不向消费者收取额外费用。这是因为，制造商相互竞争，其产品的差别特性无法通过中小零售商的服务行为得到显示，因而不得不向大型零售商缴费以获取销售资源，关于这一点，前述命题已经给出了说明；同时，大型零售商是零售服务市场上的主导性厂商，面对众多从属性中小零售商争夺消费者的竞争，对消费者采取不收取额外费用的方式，可吸引其参与平台并进行交易。这样就形成了零售商交易平台对消费者一方采取低价甚至免费服务，相应地在制造商一方收费以弥补运营成本的盈利方式。下一节将探讨大型零售商如何把制造商需要的消费者吸引到交易平台上来，这也涉及制造商竞相实施差别化战略的社会原因。



注释


[1]
 参见刘英丽：《家乐福假茅台酒事件：供应链在中国遭到质疑》，载《新闻周刊》，2003-09-29。


[2]
 成员外部性（membership externality：当成员增加时，另一边的市场成员会受益。）


[3]
 交易外部性（usage externality：当互动或交易增加时，双边用户都会受益。）


第二节　消费的现代性赋予大型零售商双边市场特征

以往，人们只注意到了产品与消费过程的关系，然而，有多种理由促使我们考虑零售与消费过程的互动作用。首先，现代社会中广泛存在消费者自我虚拟身份的现象，而现代零售商提供了消费者所需的自我想象空间。许多情况下，零售环境经常与超现实概念联系起来，环境因素在零售过程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在西方国家圣诞期间的百货商店就会发生很多变化，零售商至少要为孩子们提供一些他们喜欢的“圣诞老人小屋”。Firat 和Venkatesh（1995）指出，在美国，从乡村到城市的购物中心，都出现了一种“迪斯尼倾向”和“主题化倾向”。很多零售场所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例如，梅多霍购物中心（Meadowhall）、特拉福德中心（Trafford Center）以及霍格沃特（Hogwart）等，都向食品卖场的上方投影出虚拟的、不断变化的天空景象，同时重新引入“专有购物区”的概念，并将所有这些区域都安排在这个可以控制天气的屋顶下。通过这种做法，它们可以根据商品的性质，有选择地为消费者安排理想化的现实与虚拟世界。尽管人们指责这种做法蒙蔽了消费者的双眼，但零售空间还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随着超现实理念的深入人心，商店展窗中出现了舞台造型，卖场里建造了一个个温馨时尚的家，为女孩们制造出晚会王后的美妙幻想。产品和幻境已经相互成为彼此的一部分，这些都使得我们必须将零售过程当做现代消费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进行考虑。Featherstong（1991）对麦德龙中心（Metro Center）进行了评论：“……远古的村落、虚幻的童话《威兹王的帝国》、古罗马风情的走廊这些象征手法，还有各种圣诞贺卡、带有肖像的巧克力盒子，无一不勾起了我们对以往的回忆。”

其次，现代大型零售场所满足了消费者对社区的渴望，而这是消费者在其他生活领域无法获得的。Goodwin（1994）提到了这样一种情感因素。他认为商店等服务场所应该提供一种社区的感觉，就像传统的小店铺和小客栈所折射出的感觉一样。现代社会存在一种所谓的新部落现象。Cova（1996）认为，这种部落“代表了古代价值观的复苏，代表了当代人对身份、信仰、共同观念和群体的依恋感”。他进而指出，这种后现代时期的部落不具有内在稳定性，规模较小，没有固定的社会关系做基础而是以情感为基础。他们因为同样的感情和精神信念、共同的生活方式和购物行为而聚集在一起。一个人在同一时间可能属于多个部落，而且人与部落之间的联系也是模糊而短暂的。因而，新部落这个词可以更好地描述这种现象。零售场所成为了许多新部落的聚集地。甚至中小零售商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经营“前卫”商品的店铺。如果你不是部落成员，那么在这里你可能不仅对所售商品一无所知，而且甚至认为其他人的对话都像“外国话”。于是，这个零售场所就变成了部落中心，成为了人们进行表达、展示与聚会的地方。这个私人空间也就变成了一个进行公共展示的场所，创造出了一个社区。

在许多情况下，传统的公共场所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中心地位。零售场所过去部分承担着公共场所的任务，现在已逐步上升到主要的位置。鉴于零售场所已经成为社区发展的中心，零售商就必须考虑如何促进这种转变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益处。Miles（1998）以美国的南戴尔商业城（southdale Mall）为例说明了这一点。这家商业城试图创造出一种安全有序的商业空间，就像一个现代的罗马市场和希腊市场一样。在满足人们的商业需求的同时，也满足人们生活、文化以及社会等各方面的需求。Haslop等（1998）也强调商业空间为社区的形成提供了一个中心点。他们还强调这种空间对于身份创造的重要性：这些市场就像村庄中心的广场一样，它是一个集会和文化交流的场所，也是一个创造身份和展示身份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与市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他们越来越成为这个商业空间的一部分。

最后，消费体验成为消费者进行文化表达的特殊途径。体验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说明一些不同的但是相互联系的问题。Campbell（1997）在论述消费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是一种休闲活动时，提出了这个概念。无论购买什么东西，无论产品性质如何，购物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体验。Haslop等（1998）也进一步强调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象征性的文化资本只有一部分是通过所购买的产品表达出来的，还有一部分需要通过消费过程表达出来。而且，与产品本身相比，购物过程的重要性在不断提高。如果真是这样，那么零售商的地位就更加重要了，站在舞台中央的正是零售商，而不是零售商所销售的产品。

体验的概念还与提供“能让消费者记住的事物”联系起来。这与主题的建立密切相关：零售商需要为顾客提供像迪斯尼乐园以及雨林咖啡屋那样的内容，即为顾客提供相应的体验内容。如今，更多的传统零售商也开始提供以体验为基础的服务“……耐克城、卡贝拉（Cabella）、娱乐器材联合公司（Recreational Equipment Incorporated）通过举办有趣的项目、精美的展示以及各种促销活动（有时候以‘店庆’和‘清仓’的名义），将消费者吸引过来”（Pine和Gilmore，1998）。

零售商可能在创造出超现实的同时，也创造娱乐性因素。因此，零售商成为了创造者，创造一定的主题来反映特定的想象；也成为了管理者，管理私人空间并服务于公共目的，为社区的形成，进而为人们表达自我搭建了一个平台，而这个平台是人们展示象征性文化资本的舞台。在这种情境中，消费者不是被迫而是以创造性的方式进行消费，随时随地表现出自己是谁（或者说他们希望别人认为自己是谁），并不断地通过商品来进行表达：向外构筑社会象征，向内构筑自我象征。由此可见，现代消费者消费过程的“自我表达性”构成了现代零售商作为交易平台的社会需求基础。


第三节　通道费问题的双边市场理论框架

根据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对双边市场的界定（Rochet和Tirole，2003；Armstrong，2006；Wright和Kaiser，2006），双边市场或双边平台主要包括以下特征：（1）存在一个双边或多边的平台结构，即有一个平台运营商提供有形或无形的平台服务，同时存在两类或更多类的终端用户通过这个平台发生交易或相互影响；（2）不同类型的终端用户之间存在显著的交叉网络外部性，这种外部性效应可以通过平台服务得到有效实现；（3）平台企业定价时存在价格结构非中性，这种非对称倾斜式定价方式，不仅能够有效解决用户参与问题，而且能够内部化双边用户所产生的网络外部性效应。从零售业的产业特征来看，现代大型零售商规模化、信息化和品牌化的发展，以及产品营销因素的控制权由制造商向零售商转移，使其逐步演变为双边市场结构的平台型企业（见图11—1）。作为制造商和终端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平台，零售商一边向大众消费者营销商品，一边向制造商反馈市场信息来开发新产品和计划生产进度。正如保洁公司（PG）与沃尔玛产销联盟的推动者普里切特所说：“大型零售商大幅度地改善了企业的内外部沟通体系，不仅通过扫描装置收集了大量的信息数据，而且发展了能灵活运用这些数据的技术，从而比供应商更了解消费者的偏好和商品周转情况。”由此可见，以零售商为交易平台的双边市场与制造商—消费者所构成的单边市场有着不同的产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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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1　制造商、零售商和消费者的双边市场结构

一、用户需求的联合性

双边用户对平台企业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是相互依赖和相互补充的，表现出联合需求（joint demand）的特征。从制造商一边来看，随着制造商出于增强自身市场势力的目的，越来越多地运用产品差异策略来减小消费者需求弹性，单家制造商追求的产品差异度越来越被过于广泛的产品差异所淹没，差异化产品越来越难以在铺天盖地的“差异渲染”中被识别出来。而大型零售商以实物展示和卖场促销的方式向消费者提供各种商品的信息，成为了具有较高传播效率的媒介，众多光顾卖场的消费者成为商品展示的受众。这种实物展示使消费者在产品的相互对比中了解制造商产品的差异，这不仅是对广告信息的替代，而且更能向消费者提供真实的消费体验，从而刺激消费者的购买冲动。

从消费者一边来看，随着快乐消费原则在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年龄和不同性别群体的普及，消费者的购物方式也呈现出由实用型向娱乐型的转变。与以商品购买为目的的实用型购物相比，娱乐型购物的倡导者认为，购物过程自身就是一种享乐，享乐可以源于与售货员的砍价、与同伴或家人的闲聊漫步、享受饮食及欣赏多种文化要素、显示自身的地位与富裕等。娱乐型购物并不一定伴随着商品的购买，有可能仅仅是浏览商品，但消费者可能会发现以前渴望购买的商品，从而发生实际的购物行为。娱乐型购物方式的日益广泛，使得零售场所已经成为社区发展的中心，零售商需要考虑如何促进这种转变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益处。比如，有必要在商业设施中设置步行道、餐饮区、休息场所等，通过这些休闲娱乐设施来缓解消费者的购物疲劳，延长购物时间，以此提高消费者的平均购物金额。消费者购物行为模式的变化，客观上促进了零售设施的大型化，增加了大型零售商的市场机会，扩大了其市场范围。

二、交叉网络外部性

这种外部性更为关注双边市场用户之间的相互影响，即一边用户参与平台的决策取决于另一边用户的数量规模。这意味着消费者偏好光顾商品种类齐全的大型零售场所，而零售商的消费者流量越大，其对制造商的吸引力也越大。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改变了消费需求的准则，在节俭消费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快乐消费原则。节俭消费原则是消费者仅购买生活中的必需品并谨慎消费，其特点是消费者购入商品后，消费欲望随之降低。而根据快乐消费原则，商品不仅仅局限于生活必需品的范畴，还被用做区别于他人的文化符号以及被用做显示时尚、地位、财富、生活方式的符号。商品的文化倾向改变了消费者的需求结构，使得消费者对某商品的购买还会创造出对其他商品的消费欲望，这种消费需求的正向反馈是快乐消费原则的特征
[1]

 ，并且影响着零售商的备货宽度和商品陈列方式，使得大型零售商的“一站式”购物功能尤为重要。此外，在商品日益充裕的市场条件下，市场上大量充斥着同质、无差异的商品，导致消费者更为关注商品的价格和购买的便利性。零售商通过在品牌、技术投资、采购和产品开发等方面实现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以“天天低价”和广泛的商业网点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利用信息管理的方式预测消费需求的发展趋势并对其进行动态管理，从而加强了制造商对规模化市场通道的依赖。

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角度观察大型零售商：首先，大型零售商经营的消费品本身具有正的消费外部性，并且伴随着售后服务质量和可获得性的提升，消费外部性会同步提升；其次，从参与交易的三方主体来看，消费者所代表的需求方存在需求方规模经济，制造商所代表的供给方存在供给方规模经济，大型专业零售商所代表的交易平台由于使得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同样存在规模经济，并且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制造商，相对于大型零售商都是产品、服务的需求方，因此大型专业零售商的规模经济实质上是由需求方规模经济引致的供给方规模经济。事实上，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加强了现有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对大型专业零售商的依赖。消费者对零售商的依赖越强，对于销售的推动作用越显著，零售商销售方面的规模经济就越明显。由于大型零售商经营着许多制造商的产品，所以其比从事销售和批发单一系列产品的任何一家制造商获得的产品量更多，单位成本更低——“中间商的成本优势产生于它们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利用”（钱德勒，1999）。因此，交叉网络外部性为大型零售商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仅降低了消费品的单位成本，而且提高了消费品的销量。

三、价格结构的非对称性

在双边市场中，大型零售商作为制造商和消费者的交易平台，其利润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向制造商提供紧缺的店铺位置，发挥高效率展示商品的媒介职能，收取进店费、上架费、端头费等通道费用；向消费者提供舒适方便的购物场所以及相应的零售服务，通过进销差价获取一定的利润。在双边市场中，交易平台对参与交易的双边用户所制定的价格总水平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价格总水平在参与交易的双边用户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以使双边用户同时对交易平台的服务产生需求。平台企业针对双边用户制定的价格结构受到交叉网络外部性强度、用户的需求弹性及相对市场势力、平台竞争等因素的影响，成本定价原理不再适用于传统的单边市场。因此，为有效平衡双边用户的过度需求和不足需求，解决双边用户之间的外部性问题，交易平台通常对外部性较强的一方采取低价甚至免费服务策略，以吸引其参与平台并进行交易，解决双边需求的“鸡蛋相生问题”（chickenandegg problem）。

在零售市场中，大型零售商通过频繁的降价、有奖销售、购物送券等促销措施，并提供免费的接送和停车场所、店内广播和电视、手推车、免费送货等零售服务，从而让渡更多的价值与众多中小零售商竞争消费者。为了和非店面零售商竞争，零售商的店铺不仅仅是购物的地方，而且还为消费者提供娱乐和教育方面的体验。如美国REI连锁店有一面攀登墙，在消费者购买攀登设备之前，可以进行攀登体验并检验设备的性能。为弥补经营成本并获取一定的盈利，大型零售商将向制造商收取进场费、上架费、端头费、广告费等通道费。由于制造商产品的差异特性和品牌无法通过中小零售商的服务行为得到展示，因而大型零售商实际上扮演了产品进入市场的“守门人”角色，极大地降低了制造商的外部选择价值。为竞争有限的销售渠道资源，制造商不得不交纳通道费或提供特别价格折让，大型零售商的这种倾斜式定价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们对“加尔布雷思假说”的质疑，比较合理地说明了大型零售商为消费者节约成本的动机以及传递成本节约的机制。此外，在存在零售商之间的平台竞争时，零售商相对于制造商的影响力越大，制造商的需求弹性就越小，零售商收取的通道费就越高。而对于同一零售商，制造商产品的品牌越知名，品牌对零售通道的需求弹性就越大，零售商收取的通道费也就越低。弹性系数小的生活必需品给消费者带来了较强的外部性，其通道费相应较低；而对于弹性系数比较大的商品，收取的通道费会高一些。



注释


[1]
 正向反馈机制可以分解为商品间的“乘数效应”和“波及效应”。“乘数效应”是指消费者同时购买两种不相关商品的概率大于单独购买某种商品的概率，如男装与女装。“波及效应”是指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购买波及关联商品，如电脑与CD。


第十二章　通道费与大型零售商盈利模式转化

近年来，国内外频繁出现如家乐福、国美电器等大型连锁零售商凭借其拥有的销售渠道资源，向制造商收取名目繁多的通道费的现象，并由此引发了“三越事件”、“家乐福炒货风波”、“格力与国美事件”等一系列工商冲突问题，甚至导致了行业整体性的对立和商贸秩序的不稳定。通道费尽管不断受到来自制造商、规制机构以及学术界的非议，但仍呈现出不断向其他行业扩展的态势，目前酒类餐饮、医药购销、金融保险、书刊发行、中介等行业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通道费问题。如2006年被重庆市工商局立案调查的华润蓝剑啤酒公司通过向酒店支付进店入场费、开瓶费和附赠现金等方式获得了唯一促销权和专场销售权。2006年我国正式实施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对零售商滥用市场势力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以及不正当的通道费项目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但通道费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使得某些禁止性条款比较难以操作，并没有达到对通道费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预期效果。为此，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证研究上进一步对通道费的性质及其作用进行系统分析。本章以1996—2007年相关零售上市公司的数据构造面板模型，并进行计量检验，证明通道费是制造商为使产品进入零售商创造的规模化通道而支付的“市场费用”。


第一节　双边市场上零售商的定价策略分析

零售商作为制造商和消费者的交易平台，其利润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向制造商提供紧缺的店铺位置，成为具有较高传播效率的宣传展示商品的媒介，收取进店费、上架费、端头费等通道费用；向消费者提供舒适方便的购物场所和相关的零售服务，通过进销差价获取相应的利润。本节主要研究双边市场中区域性垄断零售商的定价策略。

假定有nA
 家制造商进驻区域性垄断的零售商，该零售商有nB
 个消费者，由于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因而制造商和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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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A
 为制造商所交纳的通道费用在单位销售产品上的分摊，虽然通道费用是一次性交纳的，但根据美国“国家食品和农业政策项目（NFAPP）”的调查，其与销售量直接相关。fB
 为消费者购买单位产品向零售商转让的价值，即购销差价。参数αA
 衡量了每一消费者光顾零售商时，使产品得以宣传展示而给制造商带来的外部性；参数αB
 衡量了每一制造商进驻零售商时，使产品种类增加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外部性。本章研究用户间存在正外部性的一般情况，假定αA
 >0，αB
 >0。根据（12—1）式，可以将nA
 、nB
 表示为nA
 =φA
 （uA
 ），nB
 =φB
 （uB
 ），其中φA
 （·）、φB
 （·）为增函数。假定零售商为制造商、消费者提供单位服务的成本分别为cA
 、cB
 ，则零售商的利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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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结论是，通道费是双边市场中网络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制度安排。

在买方市场条件下，商品的差异化展示对企业尤为关键，单家企业追求的产品差异程度被商品的日益丰富所掩盖，而零售商充分发挥了“市场创造”功能，通过低价竞争、丰富商品种类和提供免费零售服务等策略吸引外部性较强的消费者，为制造商的产品创造了进入市场的规模化通道。零售商提供的零售服务——广告、折扣卡、免费购物车、免费送货、产品演示和陈列、售后服务和停车设施等——的水平的高低能够影响消费者的数量，进而影响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消费者的数量越大，对制造商的网络外部性就会越强，产品的需求量、品牌价值和市场份额就会相应提高。为使消费者的网络外部性内部化，零售商通过低价销售、降价促销等方式吸引消费者参与交易，对制造商收取一定的通道费以弥补其成本。因此，通道费是校正外部性带来的市场缺陷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安排，是零售商平衡双边市场收益，从而将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机制。

基于以上分析，这里拟提出以下待检验的理论假说。

假说1：通道费是零售商利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制造商为产品进入零售商创造的规模化通道而支付的“市场费用”。

假说2：由于零售商的双边市场特征，通道费与零售商的其他利润来源具有彼消此长、互相替代的关系。


第二节　实证分析

一、变量说明、数据来源及检验方法

根据需要检验的假说，本章使用零售商的营业外收入反映通道费，将其当做模型的被解释变量，具体变量界定及计算方法如表12—1所示。本章选取的59家零售上市公司的数据来自巨潮资讯网，上交所、深交所、联交所、中国证券报的信息披露以及各公司的年度报告，实证分析以1996—2007年的相关数据构造面板模型进行计量检验。首先利用F统计量来检验个体间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其次使用Hausman检验模型是属于固定效应（fixed effects）还是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s），回归结果将按经过F检验和Hausman检验后所选择的模型报告相应的回归系数及标准差。

表12—1　检验模型的变量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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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证分析结果

表12—2的估计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固定、随机效应模型。在各解释变量中，除总资产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外，主营业务收入、通道费、通道费规制政策虚拟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各解释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基本支持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判断。

表12—2　被解释变量为利润总额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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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估计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收取通道费是现代大型零售商的一种盈利方式，并且随着零售市场竞争的加剧，通道费对大型零售商利润的影响大于主营业务收入。此外，《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实施对零售商的利润并没有预期的负面影响，反而与零售商的利润呈现呈正相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零售商供应商公共交易管理办法》的实施促进了零售商对制造商的促销强度，这与上海商情中心发布的《2007供应商满意度调查报告》的调查结论相吻合。

表12—3的估计结果显示，Hausman检验的结果支持固定、随机效应模型。在各解释变量中，除上期营销强度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以外，主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总资产、通道费规制政策虚拟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各解释变量的符号与预期一致，基本支持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判断。

表12—3　被解释变量为通道费的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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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表示估计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

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通道费与零售商的主营业务收入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说明通道费与零售商的其他利润来源具有彼消此长、互相替代的关系，离开零售商的其他利润来源单独就通道费本身很难解释清楚其形成原因和作用，也难以判断收取通道费是否合理以及是否需要规制。此外，《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实施并没有降低零售商的通道费收入。


第三节　本章小结

本章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对通道费问题的研究表明，在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零售产业中，通道费与银行卡产业中的交换费
[1]

 （interchange fee）类似，是矫正市场外部性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安排，是零售商平衡双边用户需求、内部化用户间所产生的网络外部性的一种市场治理方式，其制定和协调是通过不同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实现的。在双边市场中，双边用户的价格结构可以不反映边际成本，平台企业倾斜式定价的目的不是在市场一边攫取垄断利润，而是吸引两边用户参与平台，以提高平台的交易量。双边市场的定价特征体现在通道费的收取上，即零售商以“天天低价”和大量的亏损促销商品为制造商提供了规模化的销售渠道，而制造商则必须支付高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的“市场费用”。由此可见，零售商对制造商收取高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的价格并不是买方势力的滥用，以低于边际成本或平均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也不表明掠夺性定价行为的存在，上述两种方式的结合不能解释交叉补贴行为的存在（Wright和Kaiser，2006）。

通道费的产生是零售商随市场变化对不同盈利模式的尝试，虽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成为其主要盈利途径，否则零售商会放弃市场研究、内部管理和成本控制，导致经营能力和竞争能力弱化，丧失零售的基本功能。一项中外十大零售商的比较研究显示，世界十大零售商的平均费用率为23%，中国十大零售商的平均费用率为6%（李飞和刘明葳，2005）。不可否认，在我国某些商业发达的地区，存在通道费过高以及“零供”利益分配严重失衡的现象，但切忌简单地采用单边市场的产业规制理论与方法进行治理，否则就会造成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就《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而言，不仅其实施过程中会遇到执行成本过高、监督难度过大等诸多问题，而且尤为关键的是，《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并未从通道费的双边市场特征和运行模式上去考察，不符合双边市场的规制原则。为此，根据双边市场的“游戏规则”对通道费问题进行规制，应考虑以下原则：（1）规制机构对大型零售商的市场势力进行衡量时，必须对零售商服务的双边市场进行周全的市场界定，选取双边用户的价格之和作为假想的垄断者测试（ssNIP测试）的依据，以克服规制机构在市场最优价格已然形成时实施过度或不当的规制。（2）反垄断机构应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情况下，防止零售商滥用通道费的行为，尤其是大型零售商利用纵向关系中的市场势力向中小零售商转嫁通道费或进行市场封锁，导致中小零售商的采购条件更趋恶化。从长期来看，中小零售商对于零售市场形成有效竞争的格局至关重要，否则消费者最终必然会支付更高的价格。（3）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理论成果和规制经验，依据我国《反垄断法》对零售商尤其是大型外资零售商在我国市场的兼并行为进行绩效评估和审查，如欧洲委员会曾高度关注1997年芬兰零售巨头Kesko兼并Tuko、1999年Rewe和Meinl的合并以及2000年Carrefour和Promodes的合并。



注释


[1]
 交换费是特约商户通过收单机构向发卡机构支付的一笔费用，以弥补发卡机构为吸引和维持持卡人而花费的成本。


第十三章　零售商对制造商实施纵向约束的机制*
[1]



本章基于双边市场理论，分析了在零售商主导的市场环境下消费者、零售商、制造商三者的利益关系。



注释


[1]
 本章内容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08年第5期。


第一节　零售商实施纵向约束的比较静态分析

零售商作为制造商和消费者的交易平台，其利润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向制造商提供紧缺的店铺位置，发挥其高效率展示商品的媒介职能，收取进店费、上架费、端头费等通道费用；向消费者提供舒适方便的购物场所和相关的零售服务，通过进销差价获取相应的利润。在双边市场中，交易平台对参与交易的双边用户所制定的价格总水平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其价格总水平在参与交易的双边用户间进行合理的分配，以使双边用户同时对交易平台的服务产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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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通道费与制造商的品牌影响力成反比。对于已经具有了影响力的品牌产品，零售商一般不会收取太高的通道费，甚至对一些知名品牌，零售商完全不收取通道费。由于知名品牌已经拥有了相当稳定的消费群体，并且知名品牌的进场也为零售商带来了消费群体，因而零售商用低的通道费来补偿知名品牌的外部性。从风险分担的角度来说，知名品牌商品在前期已经在市场开辟和稳定消费者群体上投入了很多，零售商销售知名品牌商品不存在太大风险。对于一些不知名的品牌商品，零售商要承担销售风险和可能给消费者带来的负外部性，因此通道费要高一些。

第二，通道费与产品的弹性系数成正比。一般而言，弹性系数小的生活必需品给消费者带来了较强的外部性，其通道费相应较低；而对于弹性系数比较大的商品，收取的通道费也会高一些。如连锁超市针对乳制品的通道费用率平均为2.33％，而针对休闲食品的通道费用率平均为9.64％，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通道费的收取是按照商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外部性的强弱程度来区别对待的。

第三，通道费与零售商的经营规模成正比。在商品日益充裕的市场条件下，制造商迫切需要高效率的传播媒介来展示和宣传商品的特征、差异化程度。因此，连锁化、规模化、网络化的销售通道和销售场所是一种稀缺的流通资源，制造商对这种规模化的市场通道的需求弹性较小，需要为此支付较高的通道费。以乳制品为例，大型连锁超市平均收取的通道费率为3.39%，食品连锁超市为1.96%，连锁便利店为1.23%。此外，规模化零售商的消费者对制造商的外部性较强，零售商通常向消费者频繁降价促销，从而将其网络外部性内部化。

第四，通道费与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成正比。一般而言，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商品对零售商的流通渠道的需求弹性较小，零售商的谈判势力相对较强，制造商只能交纳更高的通道费来获得零售商有限的、展示位置较好的货架，实施一种限制性竞争策略。与此相反，零售商之间的竞争越激烈，制造商分销渠道的选择性越大，对单一零售商的依赖性越弱，其支付通道费的意愿越小，支付额度越低。根据《中国连锁超市通道费研究报告》（2004年）的调查，休闲食品、保健食品、洗化品、纸制品等一些竞争激烈且利润率也高的产品交纳的通道费率更高。

第五，通道费与零售渠道中的区位优势成正比。在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区以及大型零售商较为有利的销售区域，收取的通道费率更高。由于高端市场中的有利销售位置更容易接近交易活跃的消费者，商品摆放在这些地方类似于高效率的广告宣传，因而零售商收取的高通道费相当于制造商交纳的广告费。

第六，通道费与消费者交易的活跃程度成反比。如果消费者的交易活跃程度比较低，即（13—3）式中的T比较小，那么零售商将对消费者的网络外部性赋予更大的权重，采取更多的降价、打折、有奖销售、购物送礼券等促销措施，向消费者让渡更多的价值。为此，零售商只有通过向制造商收取高额的通道费来作为其主要的盈利来源。

根据双边市场理论，通道费是零售商校正外部性带来的市场缺陷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制度安排，是平衡双边市场收益，从而将外部性内部化的重要机制。收取通路费这一商业惯例目前在国内外零售行业已经普遍存在，成为众多零售商的重要盈利模式。根据我国零售上市公司的数据显示，大部分大型零售商若扣除通道费收入，则其经营将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以上海联华为例，2004年上海联华主营业务收入为2.6亿元，通道费收入为7.3亿元，如果没有通道费，那么其亏损达4.7亿元。

从国内外通道费的征收方式来看，一般可以分为“与销售额无关的一次性通道费”和“与销售额相关的线性通道费”，前者如家乐福模式，后者如沃尔玛模式。关于通道费征收方式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的研究，汪浩（2006）认为大型零售商收取的线性通道费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被制造商转嫁出去，转嫁的对象是其他市场份额较小的零售商，大型零售商将以此为手段来扩大市场份额。根据《中国连锁超市通道费研究报告》（2004年）的调查显示，通道费的不同征收方式给制造商带来的实际成本开支是相同的。我国2006年颁布实施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就零售商收取通道费的类别做了原则性的规定，规定了不可以收取的通道费的种类，如“条码费”、“店庆费”、“装修费”等。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和法律依据，《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实施并没能制止零售商收取不合理通道费的行为。本章将进一步分析通道费不同的征收方式对消费者福利的影响，为通道费的有效规制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


第二节　通道费征收方式的绩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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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通道费以一次性固定费用收取时，消费者承担的交易费用即进销差价更低。这是因为两种收取通道费的方式对零售商在消费者市场上的竞争程度的影响不同，一次性通道费的征收方式加剧了零售商在消费者市场上的竞争，迫使零售商向消费者让渡更多的价值。因此，零售商收取一次性通道费应被认为是有效率的，是一种正常的商业经营模式，而某些与销售额相关的通道费形式，如“递进”扣率的销售返利等，有可能成为零售商规避法律规制、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突破口，应被视为政府审查并进行法律规制的对象。

上面的分析表明，通常情况下，通道费的收取并不必然损害消费者福利，有时甚至会增进消费者福利。现在，我们把着眼点转向收取通道费条件下的纵向结构效率。我们的结论是，大型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结构，其效率独立于通道费，即大型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结构的效率是内生的。或者说，通道费的收取与纵向结构的效率无关。下面讨论这一问题。

制造商出于减小消费者需求弹性的目的而普遍采取产品差异策略，从而制造商追求的产品差异度越来越被过于广泛的产品差异所淹没。现代大型零售企业陈列众多的差异化产品，在差异化产品的相互比对中展示产品差异，提高交易频率、增加交易对象、扩大交易范围，大型零售商的盈利模式因而由通过销售商品盈利，转变成作为平台企业向两边用户提供服务而获取收益，这提高了纵向结构的效率。

对大型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结构的绩效进行分析和评价，除了消费者福利水平和纵向结构的效率两方面外，还应该包括通道费对中小零售商的影响和对制造商的影响两个维度。汪浩（2006）运用了一个双寡头市场模型来讨论大型零售商的通道费。在该模型中，上游市场有两家制造企业生产可相互替代的产品，产品通过下游的零售超市销售给消费者。下游的市场包括一家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低价超市，以及许多市场份额较小的中小超市。该模型假设只有低价超市有能力向制造商收取通道费，并集中讨论了按销售额收取线性通道费的情况。汪浩（2006）首先讨论了通道费对中小零售商的影响：线性通道费从表面上看是利益从制造商向低价超市的转移，但线性通道费是否也全部由制造商承担呢？如果不是，那么是由谁分摊线性通道费的负担呢？其结论是，低价超市的线性通道费使得低价超市的单位利润上升；相反，该通道费使中小超市的单位利润下降，市场份额缩小。低价超市的线性通道费抬高了中小超市的进货成本，对中小超市具有排他性作用。汪浩（2006）在上述框架下研究了通道费对制造商的影响，认为制造商的利润不受线性通道费的影响。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尝试在汪浩（2006）的模型中增加外部性变量，但结果表明，对消费者福利产生影响的平台外部性并不改变汪浩（2006）的以上结论。

因此，可以认为，收取通道费是零售商市场势力的反映。固定收取的通道费全部由制造商承担，而通道费中与销售量成比例收取的部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转嫁出去，转嫁的对象是其他市场份额较小的中小超市，并抬高了市场份额较小的中小零售商的进货成本。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反垄断机构应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情况下，关注大型零售商对通道费的收取，防止滥用通道费的行为，并适当控制特大型零售企业的扩张。


第三节　本章小结

本章的研究说明，在竞争性市场中，大型零售商向制造商收取通道费一般性地增进了消费者福利，在保守的意义上，大型零售商向制造商收取通道费也不会对消费者福利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现代大型零售企业通过显示产品差异提高交易频率、增加交易对象、扩大交易范围，提高了纵向结构的效率，而通过这种途径获得的纵向结构效率独立于通道费，即大型零售商向制造商收取通道费不改变纵向结构的效率。上海连锁经营研究所（2004）调查发现从1996年中国连锁超市向制造商收取通道费开始，超市经营的商品并没有出现价格上升的趋势，而一些周转快的商品的价格反而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建立起标准通道费管理制度的公司，其所售产品质量都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在一般市场竞争情况下，收取一次性通道费是一种正常的商业经营模式。当然，国内大型零售商收取某些商品通道费的理由、方式和额度的合理性值得质疑，应该成为政府监测并进行规制的对象。

然而，对平台企业进行政府规制不能简单地套用传统单边市场的政府规制理论，否则将导致错误的结论和规制政策。这些错误的结论和规制政策，不但不能识别双边市场中的垄断和竞争问题，反而可能导致平台企业不能健康地发展，进一步损害消费者福利和社会总福利。

从产业规制的角度来看，基于单边市场的传统反垄断产业规制理论无法解释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平台企业的行为。要对大型零售商进行有效的政府规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大型零售商对某一边价格的制定并不仅仅依据向该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成本或需求，而是依据向两边用户提供产品或服务的成本或需求。如果不考虑另一边用户价格的影响，而对某一边用户进行价格规制，那么这种规制将是没有效率的。一边用户需求或成本的变化会影响另一边用户需求和价格的变动。

第二，对大型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行为的评估要综合考虑双边用户的价格总水平、价格结构和平台企业吸引双边用户参与的组织策略安排。大型零售商的价格策略与单边市场下企业的价格策略有着根本的不同，如果双边用户不参与到平台中来，那么大型零售商及其服务就不复存在。

第三，在双边市场中，定价问题是首要问题，双边市场定价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往往在平台的一边实行免费或者补贴，而在平台的另外一边收取相对高的价格以收回成本并赢利。有研究证明，这一不对称定价行为对于双边平台来说是一种普遍和理性的行为，并不属于掠夺性定价。掠夺性定价是一种不稳定的行为，企业采用低于成本的低价将竞争对手驱逐出市场后，会将价格恢复到一个高于成本的水平上以弥补其损失并掠夺消费者剩余。而关于双边市场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垄断平台，也会采用不对称定价行为，因此双边市场中的这种特殊的定价策略是在垄断和竞争的市场结构中的普遍行为，并不属于掠夺性定价行为。
[1]



第四，对大型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行为进行有效的政府规制亟须建立一套新的、基于双边市场特征的产业规制理论。传统的基于单边市场特征的产业规制理论无法解释平台企业的经济行为，也无法解决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行为的垄断与竞争问题。

综合上述基于双边市场分析框架的绩效评价，我们认为，对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进行规制应该考虑以下原则：

（1）规制以保护竞争和效率为前提，其中的效率应包括产品生产效率、产品销售效率以及消费者福利水平；

（2）通道费的收取以不扭曲价格形成机制为前提；

（3）合理的通道费应该是与商品销售有直接关联的费用；

（4）规制不以保护制造商既得利益或零售商既得利益为前提；

（5）收取通道费是零售商市场势力的反映，政府的反垄断机构应在不影响市场效率的情况下，关注大型零售商对通道费的收取，防止滥用通道费的行为，并适当控制特大型零售企业的扩张。



注释


[1]
 参见纪汉霖：双边市场定价方式的模型研究，载《产业经济研究》，2006（4。）


第十四章　消费网络效应与大型专业零售商的纵向约束*
[1]



关于纵向结构中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第十三章就其实施机制进行了探讨，证明在竞争性市场中，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向制造商收取通道费一般性地增进了消费者福利。进一步地，石奇、孔群喜（2009）发现，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平台之间的渠道竞争会迫使零售商收取费用的水平向拉姆齐最优定价逼近。然而，在经验层面上，上述结果与大型专业零售商的情况并不相符。与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相比，大型专业零售商通道费制定的原理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机制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显得更为复杂：对于大型专业零售商而言，不仅要考虑双边市场结构下通道费价格的接入定价机制，而且还要进一步考察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以及需求方规模经济引致的大型专业零售商的规模经济的特征。

在本章我们试图说明的是，与非专业化大型零售商通道费的水平取决于市场竞争状况的情形不同，耐用消费品网络效应的存在将导致大型专业零售商市场缺乏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大型专业零售商通道费的水平将会偏离拉姆齐最优价格结构。



注释


[1]
 本章内容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2009年第9期。


第一节　问题描述

大型专业零售商经营的产品以耐用品为主。经济学上的耐用品是指，可重复使用或在正常情况下可持续使用一段时期（一年以上）的产品，比如汽车、家用电器、计算机软件等。这类产品在消费方面具有明显的网络效应。耐用品消费的网络效应产生了显著的需求方规模经济，而零售商平台对于大量的功能相近的耐用品进行展示的过程，能够节约消费者的搜寻成本，进而产生供给方规模经济。由于这些特殊性质的存在，因而针对非专业化大型零售商的研究结论可能并不完全适用于大型专业零售商。对于大型专业零售商的研究，需要考察的关键点在于，大型专业零售商所经营的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以及由此产生的零售商平台的规模经济问题。

关于消费网络效应，Rohlfs（1974）在对电信服务的研究中发现，电话网络中现有用户越多，意味着潜在的通话对象就越多，该网络对新用户的价值就越大，因此新用户在选择电话网络时更愿意选择现有用户多的网络。此外，新用户的加入也增加了网络对原有电话用户的价值，因为他们潜在的通话对象也增加了，他将这种消费行为之间的相互影响界定为正的消费外部性。在Rohlfs（1974）研究的基础上，Katz和shapiro（1985）认为正的消费外部性有三方面的来源：第一，使用同类产品或服务的消费者的数量增加所带来的直接的物理效应。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信服务，某个电信网络中的消费者的数量越多，则该电信网络中的成员获得的正的消费外部性越大。第二，与之兼容的产品或服务越多，则其所带来的间接的消费外部性就越大。例如浏览器市场上Windows操作系统所占份额最大，与该操作系统兼容的软件数量和种类都最多，则使用这种操作系统所获得的间接消费外部性就最大。第三，耐用品售后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越高，则该耐用品正的消费外部性就越大。汽车销售市场上，维修点的多少直接决定着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原因就在于维修点越多的汽车品牌的消费外部性越大。他们将正的消费外部性进一步界定为网络外部性，并将其区分为直接网络外部性和间接网络外部性。

就其本质而言，网络外部性是网络规模扩大过程中的一种规模经济，不同于产生自供给方的传统意义上的规模经济，网络外部性带来的规模经济产生于市场需求方。Rohlfs（1974）将这种规模经济称为需求方规模经济，并认为正的消费外部性是需求方规模经济的源泉。

关于耐用品的消费特性，Katz和shapiro（1985）指出，消费者从耐用品消费中获取的效用往往与该产品（或可兼容产品）的消费者人数有关。例如，耐用品售后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往往与购买该耐用品的消费群体的规模有关，消费群体规模越大，企业在当地设置的维修网点就越多，维修设备就越齐全，从而为每个消费者提供的便利越多，即购买同类（或兼容）耐用品的人数越多，消费者获得的效用水平越高。

单边市场中需求方的规模经济相当常见，其表现就是市场中单位商品的消费价值随着销售单位总数的增加而增加。与此相对，在某些产业中，网络外部性发生在两个市场之间，在某一特定市场上生产的产品的效用随着另一市场所生产的产品的需求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反之亦然，这就叫做双边网络外部性。单边市场网络外部性是单一市场上的需求规模外部性，而双边网络外部性则是跨越两个异质市场的需求规模外部性，因此它们具有根本的区别。Roson（2005）认为双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不仅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同类型用户的数量，而且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另一类型用户的数量，因为用户数量越大意味着达成交易的可能性越大，或者是匹配成功的可能性越大。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银行卡产业。在银行卡产业中，愿意接受银行卡的商户越多，那么愿意使用银行卡的消费者也会越多，反之亦然。

从消费网络效应的角度观察大型专业零售商，首先，大型专业零售商经营的耐用品本身具有正的消费外部性，并且伴随着售后服务质量和可获得性的提升，耐用品的消费外部性会同步提升；其次，从参与交易的三方主体来看，消费者所代表的需求方存在需求方规模经济，制造商所代表的供给方存在供给方规模经济，大型专业零售商所代表的交易平台由于使得制造商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因而同样存在规模经济，并且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制造商，相对于大型专业零售商都是产品、服务的需求方，因此，大型专业零售商的规模经济实质上是需求方规模经济引致的供给方规模经济。

事实上，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的存在增加了消费者剩余，加强了现有消费者和潜在消费者对大型专业零售商的依赖。消费者对零售商的依赖反映到耐用品的购买和销售上就是，网络效应越强，这种依赖关系就越强，从而，其对于销售的推动作用越显著，零售商销售方面的规模经济就越明显。由于大型专业零售商经营着许多耐用品制造商的产品，因而它们比从事销售和批发单一系列产品的任何一家耐用品制造商获得的产品量更多，单位成本更低——“中间商的成本优势产生于它们对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利用”（钱德勒，1999）。因此，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为大型专业零售商带来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不仅降低了耐用品的单位成本，而且提高了耐用品的销量。

我们认为，大型专业零售商之所以能够独立于非专业化零售商而存在，是因为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下面讨论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对大型专业零售商通道费水平的影响。


第二节　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与大型专业零售商市场

本节证明，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的存在会导致大型专业零售商市场竞争不足。

假设市场上有两家大型专业零售商1和2为消费者和制造商之间的交易提供平台服务。现实中，大型专业零售商以经营具有消费网络效应
[1]

 的耐用品为主，因此通过大型专业零售商进行交易的制造商的收益包含两方面：一方面是制造商的交易收益，这里用bs表示交易的单位收益
[2]

 ；另一方面是消费网络效应所引致的制造商的规模经济收益，这里用[image: ]
 （q，k）表示规模经济的单位收益，其中q表示制造商产品所在零售商平台的同类商品或功能近似商品的数量，k表示制造商产品售后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在考虑以上两方面收益的情况下，制造商完成一次交易所获得的单位收益可以表示为[image: ]
 。大型专业零售商1（或2）对制造商制定的价格用pS
 1
 （或pS
 2
 ）表示。通过大型专业零售商1（或2）进行交易的消费者的收益用bB
 1
 （或bB
 2
 ）来表示，大型专业零售商1（或2）对消费者制定的价格用pB
 1
 （或pB
 2
 ）表示。
[3]



[image: 231]


[image: 232]


DB
 1
 表示当制造商为单归属，并仅在大型专业零售商平台1上进行交易时，选择使用大型专业零售商平台1的消费者比例。dB
 1
 表示当制造商为多归属，并同时在两个大型专业零售商平台上进行交易时，选择使用大型专业零售商平台1的消费者比例
[5]
 。


它们满足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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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1：大型专业零售商对平台两边制定的总价格与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成正比，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越强，零售商对平台两边制定的总价格就越高。

命题2：与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相比，大型专业零售商对平台两边制定的价格结构与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结构之间的距离更大，社会福利损失更大。

对比大型专业零售商与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的竞争性价格结构发现，消费网络效应指数δ导致大型专业零售商对平台两边制定的总价格ps高于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对平台两边制定的总价格[image: ]
 。由于大型专业零售商和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一般都不对消费者收费，因此，大型专业零售商和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对于平台两边制定的总价格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两种类型的零售商制定的通道费水平。
[4]

 上述分析意味着，大型专业零售商制定的通道费水平高于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制定的通道费水平。根据大型专业零售商的价格结构公式[image: ]
 ，可得到[image: ]
 ，这表明，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越大，通道费越高。



注释


[1]
 详细内容可参见Katz和shapiro（1985对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的探讨。）


[2]
 为简化分析，假设制造商通过大型专业零售商1和2进行交易获得的单位收益是相等的，用bs表示。


[3]
 从理论上讲，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耐用品的过程中，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也能够带来重要的网络效用（例如售后服务网点等，但本章考察的重点是专业零售商对于制造商的通道费价格制定，为分析方便，在这里假设消费者的收益是不变的，用bB
 1
 和bB
 2
 表示，该设定不影响最后的结论。）


[4]
 尽管在现实经济中，零售商对于供应商的收费形式有很多种，但从其经济学含义上看都可以纳入通道费的范畴。


[5]
 [image: 233]



第三节　进一步讨论

零售商对制造商的约束是零售商演化为交易平台的直接后果。这是因为：（1）制造商对产品差异化战略的广泛运用是其在与零售商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一直以来，零售商的职能被界定为媒介商品交换，这种界定概括了零售商承担的产品分销职能，反映了制造商主导零售商的事实。当产品差异度不高、通过零售商来显示产品差异的重要性不足时，现代意义的大型零售企业缺乏成长的条件。然而，随着制造商出于增强自身市场势力的目的，越来越多地运用产品差异策略来减小消费者需求弹性，单家制造商追求的产品差异度越来越被过于广泛的产品差异所淹没，差异化产品越来越难以在铺天盖地的“差异渲染”中被识别出来，现代意义的大型零售企业应运而生。大型零售企业陈列众多的差异化产品，在差异化产品的相互比照中展示产品差异，充分发挥提高交易频率、增加交易对象、扩大交易范围的市场创造作用，提高商品分销和纵向结构的效率。这样，大型零售商演变为具有双边市场性质的交易平台，成为制造商展示商品的有效媒介，众多光顾商店的顾客成为商品展示的受众。从而，大型零售商的盈利模式也由通过销售商品盈利，转变成作为平台企业向两边用户——制造商和消费者——提供服务而获取收益。（2）作为双边市场交易平台的零售商具有与传统单边市场不同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传统单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来自同一类型用户的需求方规模经济，而双边市场的这种网络外部性主要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另一类型用户的数量，是一种具有交叉性质的网络外部性（Roson，2005）。Rochet和Tirole（2004）将这种网络外部性分为成员外部性和交易外部性，对应地，交易平台收取固定会员费和交易使用费。这意味着，制造商进驻零售卖场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光顾零售卖场的消费者规模；同理，消费者对光顾零售商的需求主要取决于进驻零售商铺的制造商数量。（3）作为双边市场交易平台的大型零售商，向制造商收费而不向消费者收取额外费用。这是因为，制造商相互竞争，其产品的差别特性无法通过中小零售商的服务行为得到显示，所以不得不向大型零售商缴费以获取销售资源；同时，大型零售商是零售服务市场上的主导性厂商，面对众多从属性中小零售商争夺消费者的竞争，对消费者采取不收取额外费用的方式，以吸引其参与平台并进行交易。这样就形成了零售商交易平台对消费者一方采取低价甚至免费服务，相应地在制造商一方收费以弥补运营成本的盈利方式。也就是说，大型零售商如何把制造商需要的消费者吸引到交易平台上来成为其经营成败的主要影响因素。

进一步地，不同于传统的批发、零售企业，由于拥有先进的物流支持系统和周密的卖场布局，现代大型零售商在信息技术支持和现代管理理念引领的共同作用下，已经转化成网络型平台企业。制造商进场交纳各种费用的费率，实际上是制造商接入零售商网络设施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时的接入价格。关于接入定价，Laffont和Tirole（1994，2000）认为拉姆齐价格是接入定价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石奇、孔群喜（2009）认为，现代非专业化大型零售商既是网络产业的交易平台，也是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竞争性交易平台，其对制造商收取的接入价格由于零售商之间的竞争而逼近拉姆齐最优定价。

与非专业化大型零售商不同的是，大型专业零售商经营的产品以耐用品为主。与一般消费品相比，耐用品具有使用周期长、单价高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耐用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偏小，反映在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上，其特征就是决策过程较慎重，对于售后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较为重视。大型专业零售商的品牌展示功能、售后服务等带来的耐用品消费网络效应能够进一步产生销售方面的优势，即由于经营的耐用品品种相对单一，大型专业零售商在销售方面可以采取统一的销售策略、广告策略和售后服务策略，这能够为零售商节约运营成本、提高效率。正如斯蒂格勒（1996）所阐述的：“一厂商的产品售价高于其竞争对手。我们还是认为该厂商的规模是由规模经济及其需求决定的……为了尽可能与不把生产者控制的要素看做需求方面的因素的一般传统相一致，我们不妨把这些销售方面的优势称为规模经济，这并不损害任何重要的原理。”我们可以将耐用品消费网络效应产生的大型专业零售商销售方面的优势视为规模经济，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越明显，大型专业零售商在销售方面的规模经济就越显著。

零售商销售方面的规模经济对于大型专业零售市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提高了新的专业零售商进入的壁垒。早期进入市场的专业零售商的规模经济性会伴随着销售的耐用品种类的逐步增加而不断变强，由于其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越来越显著，因此这些在位厂商对于制造商的纵向约束能力也会逐步变强，在位厂商所销售的耐用品的种类也就越来越丰富，其结果是消费者对于制造商的依赖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消费者和制造商对于大型专业零售商的依赖。同理，对于潜在厂商来说，在位厂商的网络效应越明显、规模经济越显著，潜在厂商所面临的市场进入壁垒也就越高，进入市场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就越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型专业零售商市场带有较为显著的自然垄断特征，也就是先进入市场的厂商的规模越来越大，市场势力越来越强，潜在厂商面临的进入壁垒越高。从长期来看，大型专业零售商市场必然会发展为一家独大或少数几家独大、缺乏竞争的寡头垄断格局。

按照这样的分析思路，很显然，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越明显，大型专业零售商就对供货商制定越高的通道费。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越明显，在位厂商的规模经济就越显著，市场进入壁垒也越高，潜在厂商进入市场的可能性就越小，制造商采取与大型专业零售商不合作的策略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大型专业零售商相对于制造商的谈判势力也就越强。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大型专业零售商可能会采取各种不同的收费形式（如返点、管理费等），但其针对制造商制定的通道费水平却会逐步提高。从社会福利的视角来看，网络效应、规模经济的加强带来的结果是大型专业零售商和制造商之间的收益分配越来越不公平，大型专业零售商制定的通道费价格会越来越偏离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结构，制造商利益受到侵害。

综上所述，我们的结论可以概括如下：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使得大型专业零售商具有规模经济性，提升了大型专业零售商的市场势力，使得大型专业零售商在与制造商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占据优势，强化了大型专业零售商对于制造商的纵向约束能力。大型专业零售商纵向约束能力的增强，在提升在位厂商市场势力的同时也提高了市场的进入壁垒。先进入市场的少数大型专业零售商伴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其经营的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会越来越强，规模经济会越来越显著，零售商对于制造商和消费者的吸引力与谈判势力也会越来越强，而市场的潜在进入者所面临的进入壁垒则会逐步提高，在相关机构规制缺失的情况下，最终必然形成大型专业零售商市场缺乏竞争的寡头垄断市场格局。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市场演进过程中，大型专业零售商对于制造商的纵向约束能力逐步增强，其所具有的谈判势力会演化为垄断势力，市场竞争机制被严重损害，并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第四节　本章小结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零售业迅猛发展，大规模的连锁店普遍兴起，零售商规模急剧膨胀，零售业市场集中度显著提高，因而零售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变化最快、市场化程度最高、竞争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零售商通过连锁经营、并购扩张等策略获得市场势力，零售商与制造商在产业链纵向关系中的地位发生置换，工商矛盾激化。经过长时间酝酿，2006年10月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审议通过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并于2006年11月开始实施。然而，巫景飞、李骏阳（2008）对《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后发现，该政策已基本失效。

综合石奇、孔群喜（2009）和本章的结论，我们认为，政府规制应该有清晰的目标，目标失准会导致规制失败。石奇、孔群喜（2009）认为，《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出台后发生规制失败的原因在于，对于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来说，这是一种在最优价格已然形成时实施的过度规制；本章认为，耐用品的消费网络效应是大型专业零售商产生和存在的前提条件，也是大型专业零售商对制造商收取的费用偏离拉姆齐价格结构的基础条件，从这一角度看，对于大型专业零售商来说，《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未能提出有针对性的规制措施。所以，我们认为：（1）《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制失败的主要表现不是未能实现规制目标（因为规制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而明朗化），而是这样一种经济规制方式不合乎经济理性，对于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来说，规制本身是对通道费自发调节机制的破坏。（2）综合石奇、孔群喜（2009）和本章的结论可以发现，对于非专业化的大型零售商来说，《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实施过程还会遇到执行成本过高、监管难度过大等困难。（3）有的地方为落实效果不彰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先后出台了实施细则，从以上两点看，这意味着新的规制失败将会出现。（4）就《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而言，在规制失败的情况下，首先要做的不是进一步投入资源来强化规制，而是要寻求明确和正当的规制目标。本章的研究结论表明，大型专业零售商收取的通道费的价格水平偏离了拉姆齐最优价格结构，这可以成为实施政府规制的基本要件。同时，与非专业化大型零售商的情况不同，大型专业零售商经营的商品品种相对较少，品类规格相对简单，因而，在对非专业化大型零售商实施《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过程中遇到的执行成本过高、监管难度过大等困难，对大型专业化零售商而言不复存在，这使得针对大型专业化零售商展开相应的经济规制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因此，我们主张经过周密研究以后，推出针对大型专业化零售商的纵向约束行为的规制措施，既提高纵向结构的效率，又提高社会福利水平。


第十五章　接入定价、渠道竞争与规制失败*
[1]



政府规制既是政府提供的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也是政府的一种治理工具，一般被理解为以弥补市场缺陷、矫正市场失灵为目标。但是，通常认为，信息不对称的广泛性、规制过程被俘获的高风险性以及规制机构承诺能力的不完全性，会造成规制失败。规制失败意味着政府规制未能达到提高市场竞争活力和维护社会公平的预期目标，或造成了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的净损失等负面效应。规制失败是一种公共政策失败，不仅会在经济领域造成资源浪费、效率降低和社会福利损失，而且在政治上也会造成政府的公信力下降，甚至导致政府施政的合法性基础被腐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零售业迅猛发展，大规模的连锁店普遍兴起，零售商规模急剧膨胀，零售业市场集中度显著提高，工商矛盾激化，这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经过长时间酝酿，2006年10月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审议通过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并于2006年11月开始实施。然而，巫景飞、李骏阳（2008）对《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后发现，该政策基本失效。该项研究的调查时间跨度是从2006年6月至2007年12月。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普遍认为《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对通道费收取问题的解决没有实质性意义。



注释


[1]
 本章内容发表于《经济研究》2009年第8期。


第一节　网络型平台企业的竞争性接入定价

关于规制失败，stigler（1971）、Peltzman（1976）、Becker（1983）、Baron和Myerson（1982）等从各自的角度研究了政府规制的社会资源配置效应，所探讨的规制失败是指政府规制的反效率特性。巫景飞、李骏阳（2008）则说明了“一个于社会福利有损的无效政策”出台的体制原因。本章从新的角度研究《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规制失败的案例：渠道竞争会迫使零售商收取的费用水平逼近拉姆齐最优定价，因而《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是在最优价格已然形成时实施的过度规制；政府规制应该有清晰的规制目标，目标失准会导致规制过度。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拉姆齐价格是受一个供给者或一群供给者总利润约束的帕累托最优价格……能被证明是需要满足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之后的最大的价格”。作为最优的（经济上有效）、满足企业利润非负的财务可行性要求的价格，拉姆齐价格不仅考虑了边际成本因素，而且考虑了不同需求之间的互补与替代因素，能够把因成本回收而产生的经济扭曲降到最低程度。

由于拉姆齐价格考虑了不同服务之间的互补性或替代性，因而对于在双边市场视角下考察现代大型零售商的行为及其绩效具有特殊意义：第一，相对于单边市场框架下对现代大型零售商的研究，在双边市场框架下，福利分析是将现代大型零售商、制造商和消费者三个参与方纳入到一个统一的结构中进行考察，有利于从社会福利总水平的角度对现代零售业的运行特征给出更具说服力、更贴近现实的解释。而现代大型零售商对所提供的服务进行定价的拉姆齐价格结构的特征是，既满足财务预算约束的目标，又达到零售商、供应商和消费者三方参与者的总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在这样的价格结构下，现代大型零售商和制造商的利润以及消费者的剩余都能够得到充分考虑。第二，现代大型零售商之间存在为争夺消费者和制造商而发生的渠道竞争。在现实经济中，现代大型零售商往往对消费者收取零价格（零会费）甚至是负价格（消费者管理费用等带来成本增加），而对制造商收取各类管理费用，以达到交叉补贴的目的，因而要求满足预算平衡条件的拉姆齐价格结构能够满足现代大型零售商这一定价策略。

关于大型连锁零售商向制造商收取名目繁多的通道费的问题，一部分人认为，通道费是限制竞争的市场行为，政府应该对其进行规制；而另一部分人却认为通道费的产生与发展是对市场变化的自然反映，它的存在促进了竞争。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曾出现过连锁业强迫供应商接受各种苛刻条件和附加费用的情况，引起了强烈的反连锁店情绪，后来在中小制造商联合起诉的压力下，美国出台了《罗宾逊－帕特曼法》。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型零售企业的兴起，通道费成为发达国家商品分销市场上的普遍现象。据德勤咨询公司的测算（Deloitte和Touche，1990），不含烟草业的美国日用品零售行业的通道费总计约为每年90亿美元。通道费产生以来一直受到各国反垄断机构的关注，由于制造商并没有证据表明通道费降低了社会福利，因此通道费并未被法律文件所严格禁止。我国于2006年颁布实施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由于缺乏相应的理论依据，如前所述，也并未达到对通道费进行规范化管理的预期效果。

关于通道费的研究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以Kelly（1991）、Chu（1992）、Lariviere和Padmanabhan（1997）、sullivan（1997）为代表的“效率促进理论”，认为通道费是众多新产品竞争稀缺的超市货架空间的结果。通过收取通道费，零售商与制造商之间实现了新产品营销的成本分担和风险转移，不仅可以促使制造商提高新产品的研发水平，而且能够有效地促进零售价格的降低，从而可以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率。

以shaffer（1991）、MacAvoy（1997）、Marx和shaffer（2004）为代表的“市场势力理论”，认为通道费是零售商实施其市场势力的结果，其减弱了零售商之间或制造商之间的竞争。然而，“市场势力理论”的假定和结论都存在问题：一方面，其主张者普遍假定零售商处于买方垄断地位，这种先验的假定不仅使其论证失去了大部分的说服力，而且与人们对零售服务市场的经验判断也不一致。因为，与垄断的市场结构相比，零售服务市场似乎更接近于主导性厂商的市场结构。另一方面，“市场势力理论”的有关结论也没有获得实证检验的支持，如Farris和Ailawadi（1992）通过对食品行业数据的分析发现，制造商的利润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稳定增长，而同期的零售商的利润却相当稳定，这些结果表明零售市场的集中并没有导致零售商相对于制造商的市场力量显著增强。Messinger和Narasimhan（1995）分析了零售超市企业的会计及股票市场数据，发现产业利润并没有从制造商向零售商转移。

事实上，过于依赖用分析同业市场结构的模型来研究纵向结构关系是不恰当的。我们认为，零售商对制造商的约束是零售商演化为交易平台的直接后果。（1）制造商对产品差异化战略的广泛运用是其在与零售商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的根本原因。一直以来，零售商的职能被界定为媒介商品交换，这种界定概括了零售商承担的产品分销职能，反映了制造商主导零售商的事实。在产品差异度不高、通过零售商来显示产品差异的重要性不足时，现代意义的大型零售企业缺乏成长的条件。然而，随着制造商出于增强自身市场势力的目的，越来越多地运用产品差异策略来减小消费者需求弹性，单家制造商追求的产品差异度越来越被过于广泛的产品差异所淹没，差异化产品越来越难以在铺天盖地的“差异渲染”中被识别出来，现代意义的大型零售企业应运而生。大型零售企业陈列众多的差异化产品，在差异化产品的相互比照中展示产品差异，充分发挥提高交易频率、增加交易对象、扩大交易范围的市场创造作用，提高商品分销和纵向结构的效率。这样，大型零售商演变为具有双边市场性质的交易平台，成为制造商展示商品的有效媒介，众多光顾商店的消费者成为商品展示的受众。从而，大型零售商的盈利模式也由通过销售商品盈利，转变成作为平台企业向两边用户——制造商和消费者——提供服务而获取收益。（2）作为双边市场交易平台的零售商具有与传统单边市场不同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传统单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来自同一类型用户的需求方规模经济，而双边市场的这种网络外部性主要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另一类型用户的数量，是一种具有交叉性质的网络外部性（Roson，2005）。Rochet和Tirole（2004）将这种网络外部性分为成员外部性和交易外部性，对应地，交易平台收取固定会员费和交易使用费。这意味着，制造商进驻零售卖场的需求主要取决于光顾零售卖场的消费者规模；同理，消费者对光顾零售商的需求主要取决于进驻零售商铺的制造商数量。（3）作为双边市场交易平台的大型零售商，向制造商收费而不向消费者收取额外费用。这是因为，制造商相互竞争，其产品的差别特性无法通过中小零售商的服务行为得到显示，因而不得不向大型零售商缴费以获取销售资源；同时，大型零售商是零售服务市场上的主导性厂商，面对众多从属性中小零售商争夺消费者的竞争，对消费者采取不收取额外费用的方式，以吸引其参与平台并进行交易。这样就形成了零售商交易平台对消费者一方采取低价甚至免费服务，相应地在制造商一方收费以弥补运营成本的盈利方式。也就是说，大型零售商如何把制造商需要的消费者吸引到交易平台上来成为其经营成败的主要影响因素（石奇、岳中刚，2008）。

进一步地，不同于传统的批发、零售企业，由于拥有先进的物流支持系统和周密的卖场布局，现代大型零售商在信息技术支持和现代管理理念引领的共同作用下，已经转化成网络型平台企业。制造商进场交纳各种费用的费率，实际上是制造商接入零售商网络设施向消费者提供产品时的接入价格。关于接入定价问题，Armstrong Cowan和Vickers（1994）、Armstrong（1998，2002）在网络瓶颈概念的基础上，对接入定价理论及其规制政策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其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政府可以征收“产出税”以实现接入服务最优定价的思想。Laffont和Tirole（1994，2000）也对接入定价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拉姆齐价格是接入定价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我们认为，现代大型零售商既是网络产业，也是具有双边市场特征的竞争性交易平台，其对制造商收取的接入价格的水平取决于竞争状况。下面我们将证明，零售商之间的竞争会迫使零售商收取的费用水平逼近拉姆齐最优定价。


第二节　渠道竞争形成最优供应商接入定价

本节致力于说明，竞争促使零售商收取供应商费用的费率水平向拉姆齐最优定价逼近。

一、垄断零售商的价格结构

假设市场上仅有一家零售商，供应商和消费者加入零售商平台没有固定的使用成本，零售商平台的定价是线性的。零售商平台的经济价值是通过两边的成员——消费者和供应商——的交易或者相互作用产生的。消费者是异质的，供应商也是异质的，消费者的总收益bB
 与供应商的总收益bS
 的差异反映了双方的效用差异。交易以零售商为中介，零售商提供交易的边际成本为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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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式表明，垄断零售商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总价格减去边际成本得到的边际利润和总价格之间的比率，与供应商和消费者对垄断零售商的总需求弹性成反比，即满足逆弹性法则。在这种情况下，垄断零售商以高于社会最优价格的价格销售商品，当供应商和消费者面对零售商的价格提高而略微减小两者的总需求时，就能够造成较大的价格扭曲。

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得到零售商平台收取的总价格在零售商平台两边分配的价格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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垄断零售商对于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价格结构表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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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1：垄断零售商在利润最大化情形下，向两边制定的总价格p与供应商和消费者对零售商的总需求弹性η呈负相关关系。

二、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结构

在上述分析中，零售商在利润最大化情形下制定的价格结构满足逆弹性法则，即边际利润和价格的比率与需求弹性成反比。垄断零售商以高于社会最优的总价格来销售其产品，对需求弹性大的供应商或消费者制定较低的价格，对需求弹性小的供应商或消费者制定较高的价格，但由于垄断零售商在利润最大化情形下制定价格结构时并没有考虑预算平衡，因此这种价格结构就有可能使得垄断零售商的成本无法得到弥补，从而削弱零售商事前投资的激励。为此需要考虑满足预算平衡条件下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格结构，也就是拉姆齐定价。

消费者或者供应商从每次交易获得的净剩余由下式给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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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产业链条来看，供应商、零售商为上下游的关系，零售商通过构筑平台将供应商和最终消费者联系起来。但是，从双边市场的研究视角来看，供应商和消费者都是零售商产品的需求方，零售商提供的产品就是能够将供应商和消费者联系起来的服务，因此在交易净剩余的（15—5）式中，总剩余表示为供应商和消费者的服务需求的函数。

在预算均衡的条件下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也就是在pS
 +pB
 =c的预算约束下，使得社会福利最大化。下面，我们构建拉格朗日函数对上述问题进行求解。目标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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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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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垄断零售商在利润最大化情形下制定的价格结构（（15—3）式和（15—4）式），可以发现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结构考虑了单位交易量为消费者和供应商带来的平均剩余。

命题2：当零售商进行拉姆齐定价，制定预算平衡条件下使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价格结构时，供应商剩余和消费者剩余将被考虑在内，零售商对平台两边制定的总价格等于平台完成一次交易的边际成本。

三、零售商渠道竞争与定价协调

假设市场上有两家相互竞争的零售商，即零售商1和零售商2，这两家零售商为消费者和供应商之间的交易提供服务。通过零售商1（或零售商2）进行交易的消费者和供应商的收益分别用bB
 1
 （或bB
 2
 ）和bs来表示
[1]

 ，而零售商1（或零售商2）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价格分别用pS1（或pS
 2
 ）和pB
 1
 （或pB
 2
 ）表示。在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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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售商平台1上进行交易的消费者和供应商的需求函数可以近似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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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
 1
 表示当供应商为单归属，且仅在零售商平台1上进行交易时，选择使用零售商平台1的消费者比例。dB
 1
 表示当供应商为多归属，同时在两个零售商平台上进行交易时，选择使用零售商平台1的消费者比例。
[2]



它们满足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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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值得注意的是该表达式与垄断零售商情形的不同之处：供应商和消费者对单家零售商的总需求弹性受零售商平台偏好强度指数σ的影响。特别是，随着零售平台竞争的加强，σ→0，从而pS
 +pB
 －c→0，对比（15—7）式，容易得到这样的结论：随着零售平台竞争的加强，零售平台收费的价格水平会不断逼近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结构。

命题3：存在零售商平台竞争时，当零售商对消费者的定价不变时，零售商对平台两边收取的总价格p与存在零售商平台竞争时的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ηB
 0
 正相关；当零售商对供应商的定价不变时，零售商对平台两边收取的总价格p与存在零售商平台竞争时的供应商需求价格弹性ηs
 /σ负相关。

命题4：存在零售商平台竞争时，垄断价格pB
 处消费者的需求弹性ηB
 变为ηB
 0
 （ηB
 ＜ηB
 0
 ），垄断价格ps处供应商的需求弹性变为ηS
 /σ（ηS
 ≤ηS
 /σ，σ∈［0，1］），因此，存在零售商平台竞争时零售商对平台两边收取的总价格低于一家零售商垄断时零售商对平台两边收取的总价格。

将存在零售商渠道竞争情形下零售商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价格结构、零售商利润最大化情形下垄断零售商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价格结构以及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结构进行比较，我们发现：存在零售商渠道竞争的情形下，零售商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总价格（用pC
 表示，pC
 =c+σpS
 /ηS
 ，σ∈［0，1］）小于等于利润最大化情形下垄断零售商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总价格（用pM
 表示，ps
 sssssssssM
 =c+pS
 /ηS
 ），大于等于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垄断零售商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总价格（用pL表示，pL
 =c），即pM
 ≥pC
 ≥pL
 。

综上所述，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能够对零售商制定的价格起协调的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相对于零售商垄断情形，相互竞争的零售商的存在为供应商和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供应商和消费者的需求价格弹性，降低了零售商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总价格，使得总价格pC
 逐步逼近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pL
 。在消费者一边，消费者的需求弹性由垄断零售商情形下的ηB增大为ηB
 0
 （ηB
 0
 ＞ηB
 ），根据两种情形下价格结构公式pC
 =c+pB
 /ηsssssssss
 B0
 和pM
 =c+pB
 /ηsssssssss
 B，我们可知存在零售商渠道竞争时，零售商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总价格低于垄断零售商利润最大化情形下对供应商和零售商制定的总价格（pM
 ≥pC
 ）；零售商渠道竞争引起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ηsssssssss
 B0
 增大的同时，总价格水平pC
 =c+pssB
 /ηsssssssss
 B0
 会不断地逼近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结构pL=c。在供应商一边，供应商的需求弹性由垄断零售商情形下的η增大为ηS
 /σ（ηS
 /σ≥ηS
 ，σ∈［0，1］），根据两种情形下的价格结构公式[image: ]
 ，我们可知存在零售商渠道竞争时，零售商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总价格低于垄断零售商利润最大化情形下其对供应商和零售商制定的总价格（pM
 ≥pC
 ）；同理，零售商渠道竞争引起供应商的需求价格弹性[image: ]
 增大的同时，总结构水平[image: ]
 会不断地逼近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结构pL
 =c。

第二，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的重要结果就是相互竞争的零售商之间产生了偏好强度存在差异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由于对零售商的偏好强度存在差异，因而其在选择零售商平台的行为上也存在差异。以零售商1为例，消费者对零售商偏好强度的差异体现在偏好强度指数σ上，σ1
 =0意味着零售商1的消费者偏好强度极小，消费者对零售商1没有任何偏好可言，这反映了零售商1在消费者中的影响力极弱；σ1
 =1意味着零售商1的消费者偏好强度极大，消费者对零售商1绝对偏好，如果供应商的产品不通过零售商1进行销售，那么消费者就不会购买。从零售商的价格结构公式看，由于pC
 =c+σpS
 /ηS
 ，因而可得到[image: ]
 ，这意味着偏好强度指数σ越大，零售商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总价格就越高，反映了越有影响力的零售商就越有能力提高通道费；反之，偏好强度指数σ越小，零售商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总价格就越低，反映了缺乏影响力的零售商只能制定较低的通道费。整个过程是通过零售商之间的竞争实现的，而且，总的价格会伴随着竞争程度的加强而不断逼近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

四、数值模拟

以上分析表明，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能够迫使零售商针对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服务价格总水平不断逼近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并且服务价格总水平受零售商平台偏好强度指数σ的影响：σ=1时，进行渠道竞争的单一零售商就达到了垄断零售商的定价水平；如果零售商之间渠道竞争足够激烈，供应商和消费者对任一零售商的偏好强度都极弱，即σ=0，则单一零售商制定的服务价格总水平就达到了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结构。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

下面，我们针对这一结论，利用Matlab7.0软件进行数值模拟，更直观地描述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对供应商接入定价的协调机理。

将进行渠道竞争的零售商的价格公式进行如下处理：令pS
 =p，pB
 =kp（k为实数），则（15—21）式可表达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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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章模型中各变量的现实意义，我们用Matlab7.0软件试算了σ∈［0，1］时，ηS
 、c和k在多个范围内的取值，都得到了相同的规律。在这里，我们令c=2，k=0.1，ηS
 =1.5，σ在0到1范围内隔0.05取值，用Matlab7.0软件绘制图15—1来考察零售商平台偏好强度指数σ的变化对零售商向供应商和消费者制定的总价格pC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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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数值模拟图

从图15—1中可以看到零售商平台偏好强度指数σ与零售商制定的总价格pC
 之间的变化趋势符合前述理论推导的结论，即零售商制定的总价格pC
 伴随着零售商平台偏好强度指数σ的增大而提高：当σ→0时，pC
 →2，这说明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非常激烈，零售商制定的总价格pC
 逼近拉姆齐价格水平pL
 （即边际成本c=2），此时，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当σ→1时，pC
 →5.08，这说明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不明显，渠道竞争对零售商定价的协调作用几乎可以忽略，零售商制定的总价格pC
 逼近垄断零售商价格水平pM
 （即[image: ]
 ，此时，社会福利损失最大。



注释


[1]
 为简化分析，假设供应商通过零售商1和零售商2进行交易获得的总收益是相等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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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对通道费自发调节机制的破坏导致规制失败

政府规制的目的是矫正市场失灵，其首要问题不在于怎样规制，而在于是否有必要规制。虽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般都有过高估计政府管制的优点的倾向”（R.科斯，1994），但遗憾的是，“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带来比市场和企业更好地解决问题的结果”（R.科斯，1994）。过度或不当地限制市场竞争，会造成资源配置偏离帕累托最优，导致规制失败。

伴随着连锁经营方式的兴起，大型零售商收取通道费也已经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商业规则。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通道费的定义为：供应商或制造商为使自己的产品进入零售商的销售区域并陈列在货架上，而事先一次性付给零售商的费用。上海市《关于规范超市收费行为的意见》提出，超市收费是指超市在商品定价之外向供应商直接收取或从应付货款中扣除，或以其他方式要求供应商额外负担的各种费用。由此可见，通道费只是对供应商为进入超市卖场这些零售终端而支付的一系列费用的总称，包括一次性收取的进场费和按销售额一定比例收取的线性费用。如上所证明的，通道费的制定和协调是通过不同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实现的，其水平与供应商的准需求弹性负相关。当存在零售商之间的平台竞争时，零售商相对于供应商的影响力越大，供应商的需求弹性就会越小，零售商收取的通道费就会越高。对于同一家零售商，供应商的产品越知名，其需求弹性就会越大，零售商收取的通道费也就越低。通道费的背后，实际上是零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正常交易行为。市场经济“交易的公平利益原则”体现在通道费的收取上，即零售商充分运用自己的流通资源，为供应商的产品创造进入市场的规模化通道，而供应商则必须为进入这种现代化流通通道支付“市场费用”，因为供应商的产品销售包含正常的销售费用是必需的。部分供应商认为通道费会造成零售价格上升、产品质量下降、消费者对产品的可选择性下降、中小制造商的利益受到损害等问题。但是，上海连锁经营研究所提供的调查结果没有支持这些质疑，其得出的结论是，没有证据表明竞争环境因通道费的收取而受损。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出台，反映了我国相关部门保证“零供”交易公平、促进“零供”关系和谐的一种良好意愿，但问题在于这样一种政府直接进行经济规制的方式是否合乎经济理性。零售商作为一种连接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平台，能够对通道费进行自发的市场调节，不同的零售商之间的渠道竞争也会对通道费进行进一步协调，通道费的高低一方面反映了零售商的影响力和外部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供应商的品牌影响力和外部性。我们认为《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制失败的主要表现不是未能实现规制目标（因为规制目标本身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没有经过充分讨论而明朗化），而是以下三个方面：（1）这样一种经济规制方式不合乎经济理性，规制本身是对通道费自发调节机制的破坏；（2）这样一种经济规制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零售商的规模经济性，扰乱了零售业的市场秩序；（3）我们同意巫景飞、李骏阳（2008）的看法，《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的实施过程还遇到了执行成本过高、监管难度过大等困难。

大型零售商相对优势地位的形成，是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竞争的必然结果，是现代商品流通发展的规律使然。现代商品流通的主要特征就是：一方面，大型垄断生产企业通过控制中小零售商或设置自己的销售机构，确立自己的渠道主导权，从上游控制流通；另一方面，大型垄断零售企业通过培育自有品牌控制中小供应商，确立自己的渠道主导权，从下游控制流通。据商务部和中华全国商业信息中心会同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及相关大型商业企业对全国市场供给状况的调查和对市场供求关系的分析，目前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600种主要商品中，100%已经处于供过于求或供求平衡状态，没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供过于求的市场格局使大型零售商取得了优势地位，不断增加的新产品更增加了大型零售商运用这种优势的机会。商品对消费者的争夺背后是众多供应商对销售市场的争夺，直接表现为对大型零售商的争夺。大型零售商决定提供给哪些供应商销售货架以及提供多少、怎样提供。在这样的背景下，通道资源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就《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而言，这类经济规制政策基本可以取消。我国零售产业市场集中度虽有提高，但仍然较低，实施反垄断的同时要在流通领域兼顾规模经济发展。也就是说，对于我国零售业的发展，应该首先以促进为主，鼓励零售企业做大做强，组建大型零售企业集团和区域零售龙头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效率的提升，而非实施过于严厉的反垄断政策。

零售商作为一种连接供应商和消费者的交易平台，能够根据市场竞争状况、网络外部性强度以及商品特征对通道费进行自发的市场调节，以形成较低的零售价格和较高的市场销量，具有增进消费者福利的作用。限制收取通道费，是对市场自发调节机制的破坏，会使市场机制变得迟滞。由于通道费问题具有双边市场特征，因而交叉网络外部性和用户需求的联合性限制了零售商滥用买方势力的能力。在双边市场中，任何想从单边需求方获取超额利润的策略都将是自我毁灭（selfDefeating）的。零售商设置较高的通道费将会得不偿失，因为过高的通道费降低了供应商对零售渠道的需求，由于交叉网络外部性的存在，供应商数量的减少又将使参与零售平台的消费者数量减少，最终导致零售商的交易量大大降低。如国美与格力的进场费风波、苏宁与神舟的决裂事件迫使家电零售商加强与供应商的战略合作，以“零进场费”、“费用合理化”和“供应链管理”等方式降低通道费。

事实上，英国竞争委员会2000年发布的关于食品行业供应链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此前的十年间零售商并没有因收取通道费而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至于通道费对零售价格的影响，该报告认为食品零售业是“充满竞争”的市场，零售价格并没有过高：1989—1998年，英国食品的实际零售价格下降了9.4%，一些大型超市甚至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某些日常用品。

本章在双边市场的分析框架下，通过考察消费者和供应商对零售商服务的需求价格弹性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对零售商的偏好强度的变化，证明了零售平台的收费会伴随着竞争程度的加强而不断逼近社会福利最大化情形下的拉姆齐价格。有的地方为落实效果不彰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先后出台了实施细则，这意味着新的规制失败将会出现。就《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而言，对于在规制失败的情况下，是否需要进一步投入资源、强化规制，本章给出了我们的解释。另外，本章的研究思路为解决双边市场的规制问题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这将是我们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第十六章　零售商纵向约束行为规制的比较研究

2003年6月，上海炒货企业因无法承受家乐福超市名目繁多的各种附加费用，与其发生争执，要求改变现有的供货方式。在谈判未果的情况下，上海炒货行业协会宣布从2006年6月14日起，协会名下的10家会员企业集体“暂停”向家乐福（中国）的34家大卖场供货，这10家企业包括阿明、正林、洽洽等，它们占全国炒货市场的八成份额。在此之后，水产、糖烟酒茶、内衣等10多家行业协会纷纷对炒货行业协会表示声援，接着又传来南京家乐福也遭供应商“讨伐”、全国性瓜子名牌“傻子”瓜子申请加入炒货行业协会的消息。同时，中国造纸协会以及生活用纸专业委员会下属近40家厂商在上海召开“进场费问题研讨会暨声援上海炒货行业协会会议”，参加的企业多是国内外著名厂商。这一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经过若干轮的谈判，上海炒货行业协会和家乐福最后于2003年7月22日停止对峙，并由各炒货企业与家乐福商签新一年的购销合同。

超市入场费最早出现在美国，其目的是促进创新和产品销售。家乐福实行全球统一的通道费的盈利模式，但在各个国家得到的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法国，法律文件并没有对零售商收取通道费加以严格禁止，实践中，往往是由供应商和零售商约定是否收取通道费。

在韩国，家乐福的通道费却惨遭惩罚。2002年8月，一共有112家向韩国大田家乐福提供产品的供应商向韩国交易委员会集体起诉韩国家乐福，起诉的原因是韩国大田家乐福恶意转嫁费用。据统计，自1998年至2001年，家乐福对供应商的各种不合理收费达1776亿韩币（约1.36亿美元），当地政府状告家乐福，判决对家乐福处以罚款5亿韩币（约38.5万美元）。在此三年间，韩国政府三次向家乐福发出罚款通知。2003年3月，KFTC（韩国公平贸易委员会）宣布，将对韩国大零售商和大物流公司中的12家进行调查，家乐福名列其中。在韩国的挫折让家乐福吃尽苦头，由于连续亏损，家乐福于2006年宣布退出韩国市场。


第一节　我国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

除了《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外，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也涉及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法律规制。1993年年底颁布实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一部关于禁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和限制竞争行为的合并立法，是我国规范市场竞争行为的基本法律。《反不正当竞争法》对滥用独占地位实施强制交易的行为进行了规制，其第六条规定，公用企业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不得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以排挤其他经营者的公平竞争。该条规定的立法精神就是“禁止强制交易，即禁止利用独占地位，违背自愿原则，对交易相对人限定交易条件的行为（主要体现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对《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禁止强制交易行为的立法精神的解释中）”。

而在对“排挤竞争的行为”进行解释时，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指出：“被排斥的经营者既可能是与公用企业具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又可能是与被指定的经营者有竞争关系的经营者，还可能是因公用企业的排挤行为而减少或者丧失交易机会的其他经营者。”这一解释进一步证明了对反竞争行为的认定无须以“相关市场”为构成要件，只要行为违背维护竞争自由和正当竞争秩序的目的，就应当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制。

我国《反垄断法》于2007年8月30日颁布，并于2008年8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了规制。《反垄断法》第三条指出：“本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一）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二）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三）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法》在第十七条中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进行了定义：“本法所称市场支配地位，是指经营者在相关市场内具有能够控制商品价格、数量或者其他交易条件，或者能够阻碍、影响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能力的市场地位。”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做了若干列举，并设有兜底条款，即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包括：“（一）以不公平的高价销售商品或者以不公平的低价购买商品；（二）没有正当理由，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三）没有正当理由，拒绝与交易相对人进行交易；（四）没有正当理由，限定交易相对人只能与其进行交易或者只能与其指定的经营者进行交易；（五）没有正当理由搭售商品，或者在交易时附加其他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六）没有正当理由，对条件相同的交易相对人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差别待遇；（七）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的主要依据是企业的市场份额。《反垄断法》第十九条确定了几种可以推定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情形：第一，一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达到1/2的；第二，两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2/3的；第三，三个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合计达到3/4的。同时，《反垄断法》第十八条还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可以依据的因素：第一，该经营者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相关市场的竞争状况；第二，该经营者控制销售市场或者原材料采购市场的能力；第三，该经营者的财力和技术条件；第四，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第五，其他经营者进入相关市场的难易程度；第六，与认定该经营者市场支配地位有关的其他因素。

我国现行立法对具有经济优势地位的市场主体的规制，主要就体现在《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中。其中，《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六条的适用主体仅限于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此类经营者主要是依据专门的法律从事经营，例如，商业银行、烟草专卖企业等），而大型零售商不符合这样的主体资格：第一，大型零售商不是公用企业，它的市场地位也并非依法获得的或通过政府授权获得的，它是市场竞争与积累的结果；第二，商品零售市场上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具有独占地位的企业是不存在的；第三，大型零售商实施纵向约束，针对的是上游供应商，而不是下游消费者，不存在指定购买的情形。因此，对于大型零售商在买方势力的基础上实施纵向约束的行为，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不能直接适用。

《反垄断法》第十七条列举了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并在第十八条中规定了市场支配地位认定可以考虑的因素。可以看出，其中的“其他经营者对该经营者在交易上的依赖程度”参考的是德国与法国的经济依赖状态的概念，这也说明我国《反垄断法》是将相对经济优势滥用纳入到市场支配地位滥用行为中进行规制的。但是这种经济依赖关系的定义比较模糊，而且也缺乏对其滥用行为的判定与规制。

在现实生活中，大型零售商在相关市场的市场份额可能并不突出，但相对于中小供应商却具有交易中的相对经济优势。在法律上很难用市场支配地位限制竞争的规定来解决大型零售商滥用交易中的相对经济优势限制竞争的问题。实际上，大型零售商基于其买方势力所获得的是交易中的相对经济优势，与其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我们需要加以规制与禁止的也不是这种经济优势地位本身，而是阻碍和破坏竞争的滥用相对经济优势的行为。

现阶段对零售商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国情与零售业的发展阶段，考虑以下因素。

（1）目前，我国经济中的主要垄断形式是行政性垄断。垄断分为自然垄断、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一般来说，自然垄断和经济性垄断只要不对市场公平性构成威胁，就能为国家和社会所认可。只有当垄断妨碍竞争、损害其他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时，才有必要对其进行规制，这也正是各市场经济国家制定《反垄断法》的主旨。但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企业的规模普遍较小，整体竞争力不强，经济中主要存在的垄断形式是行政性垄断。

与通过市场竞争导致的生产集中而形成的经济性垄断不同，行政性垄断是政府运用各种行政手段构筑进入壁垒，维护本系统、本行业、本地区企业的垄断地位，甚至用某些法规将其合法化，如用行政法规控制新企业进入，或以维护产业规模经济、防止无效竞争为由阻止新企业的进入，从而维护现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因此，行政性垄断本质是一种政企合一的体制，这种体制不仅会破坏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和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而且会加剧政企不分的现象。因此，在《反垄断法》草案的制定与完善过程中，行政性垄断一直是一个受到高度关注与存在广泛争议的问题。

《反垄断法》起草之初，就辟有反行政性垄断的专章，但在修订过程中，“禁止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一章被整体删除了。对于这一删除，有人认为，行政性垄断的本质也是经济性垄断，只不过其行为主体为政府，且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来解决，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在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我国的国情，也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果，对于我国来说，《反垄断法》之剑是否挥向行政性垄断，将直接关系反垄断的实际效果。也有学者指出，《反垄断法》的目的是维护经济自由、经济民主与公平竞争，而行政性垄断本质上是由转轨时期经济政治体制的过渡性造成的，要消除行政性垄断，法律的规制固然重要，但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实现，需要做的是消除行政性垄断产生的条件、调整政企关系、限制政府权力、改革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而这些不是一部法律（即便是《反垄断法》）所能做到的。

因此，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反垄断规制的关键仍然是对行政性垄断的改革与规制。

（2）规模经济。反垄断是市场经济充分发育后的任务，对于中国当前来说，经济力量过度集中不是经济中的主要问题，中国企业的规模还普遍偏小，与世界知名的大企业相比就更小，因此在对零售业进行规制的同时需要充分考虑规模经济；此外，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快速扩张的背景下，提高我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十分重要。

无论是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美国还是新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日本，它们在竞争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过程中，无不根据本国的经济现实与政策目标及时做出调整。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在面对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欧盟、日本等国外竞争对手越来越强的局面时，及时放松了对企业兼并的控制，逐步改变甚至彻底放弃了对市场结构的事前干预政策，以增强国内企业在国外市场上对抗外国公司的实力和提高美国经济整体竞争能力。而在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十多年时间里，从欧美引进的新兴零售业态如大型购物中心、大型量贩店在日本各大城市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对日本的中小零售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为了对新兴大型零售企业的发展进行规制，日本政府公布了《大店法》。《大店法》尽力保护中小零售企业免受竞争的冲击，将限制范围从百货商店扩大到大型购物中心、量贩店等其他大型零售店，其在保护中小零售企业的成长的同时，一定意义上也成为日本抵制外资的重要工具。

出于制度、技术、规模等方面的原因，我国零售产业市场集中度相对比较低，我国的本土零售企业的规模与竞争力远不及不断涌入的大型外资零售企业，因此在流通领域实施反垄断的同时要兼顾规模经济。据统计，2004年我国仅家电流通企业数目就超过32000家，而美国同类企业却不足1000家，且其前三家家电零售商控制着80%以上的市场份额。安永2008年的分析报告指出，目前中国零售业整合度仅有20%，远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而中国零售100强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仅为10%，市场呈严重分散状态，需要强大的整合力度。因此，对于我国零售业的发展，应该首先以促进为主，鼓励零售企业做大做强，组建大型零售企业集团和区域零售龙头企业，实现规模经济和效率的提升，从而提高我国零售企业的长远竞争力，而非实施过于严厉的反垄断政策。

（3）外资零售企业涌入带来的经济安全问题。2004年年底我国取消了对外资投资商业领域在地域、股权和数量上的限制，我国零售业正呈现竞争日益加剧的局面，而外资在中国的迅速扩张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开店速度加快。2005年，沃尔玛在华开店13家，2006年达到15家。截至2007年年底，沃尔玛已经在全国共53个城市开设了101家商场。2006年家乐福在华新开33家店，2007年家乐福在我国新开门店19家，截至2007年12月31日，家乐福中国门店总计为109家。以经营大型超市为主的11家外资零售商（家乐福、大润发、沃尔玛、好又多、易初莲花、麦德龙、乐购TEsCO、百佳、欧尚、永旺、华堂）2006年在华新开店铺数量超过100家，超过了2005年同期的水平。

二是并购力度加大。在快速开店的同时，外资企业普遍采取了并购的扩张方式。2005年7月，控制着百安居的英国翠丰集团宣布收购全球第四大建材零售商欧倍德的中国业务，打响了新一轮密集的外资抢滩零售市场大战。此后的2006年，并购大战风起云涌：2006年1月，法国家乐福与中国台湾乐购接手刘永好旗下的乐客多位于上海、南京等城市黄金地段的7家门店；2006年5月，北美最大的消费电子零售商百思买以1.8亿美元收购国内第四大家电连锁商江苏五星电器51%的股权；2006年12月，美国家得宝以1亿美元收购国内三大建材超市品牌之一的家世界；几乎同时期，英国TEsCO以3.5亿美元增持乐购40%股权，从而达到了对乐购90%的绝对控股。这些企业并购案例涉及金额巨大，并购意图明显，外商独资趋势加重，表明我国零售企业面临的外资零售企业的竞争压力日益上升。

三是效益水平高。从2006年连锁经营100强企业中内外资企业经营规模的增长与经营业绩的增长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外资零售企业的效益水平明显高于内资零售企业。在连锁经营100强企业中，18家外资企业的店铺规模增长了20%，经营业绩增长了27%，而82家内资企业的店铺规模增长了22%，经营业绩增长了25%。此外，外资企业单店销售规模巨大，平均为2.15亿元，远远高于内资企业。不仅如此，外资零售企业经营业态趋向多元化，且不断向二、三线城市扩张。由此可见，外资零售企业的渗透对国内零售企业所形成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

因此，在对零售业进行规制时，需要考虑保障内外资公平竞争的环境，要把握好合理利用外资与治理外资的关系，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第二节　零售商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规制的国际比较

一、美国的规制实践

在《谢尔曼法》与《克莱顿法》中，都有对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的规制，禁止滥用市场地位和市场权力的法律规定主要表现为禁止价格歧视、价格约束、独家经营、产品搭售等。《克莱顿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价格歧视行为是违法的，属于禁止之列。《谢尔曼法》明确规定禁止价格约束行为。《克莱顿法》第三条规定，任何人进行出租或销售或签订销售合同，并以其承租人或买主不得使用或购买其竞争对手的商品为条件，只要其结果可能会实质性地削弱竞争或势必在任何商业行为中形成垄断，就都是违法的。

美国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规制主要体现在其1936年制定的《罗宾逊—帕特曼法》中。1936年前后，美国刮起了商业圈地风，连锁超市要求制造商加大折扣、交通道费等，最终迫使中小制造商及经销商联合向联邦法院起诉，从而成就了《罗宾逊一帕特曼法》。《罗宾逊—帕特曼法》最初的立法目的主要就是规范当时大的零售业者，防止其利用购买势力要求制造商以低廉的价格供应商品，导致无法要求此种价格的中小零售业者遭受伤害。《罗宾逊—帕特曼法》主要禁止拥有相对经济优势的市场主体实施差别待遇行为。《罗宾逊—帕特曼法》还规定，有可能垄断市场的商家不许向制造商收通道费、不许向制造商要求特殊折扣等不合理费用、不许同制造商采取大小有别的政策等。

需要指出的是，《罗宾逊—帕特曼法》自颁布以来，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被用于对零售商买方势力进行规制的实际案例中。而在1996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没有制造商提出证据表明通道费对消费者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到目前为止，美国的零售商仍然可以向制造商收取通道费。此外，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于2001年对零售行业中的通道费、货架费、独家交易协议等市场行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调查报告对这些排他性市场行为的竞争性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是，即使对同一种市场行为产生的某一种效应，不同的研究者也存在许多不同的意见。由此可以了解到，美国对《罗宾逊—帕特曼法》采取谨慎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外，美国的反垄断法对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的规制也经历了一个由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垄断规制做出了新的调整，改变了过度地强调企业的最大市场份额的做法，而是注重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是否滥用其优势地位，这从20世纪90年代先后出现的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行、时代华纳与在线公司、麦道公司与波音公司等超级公司兼并案中可以反映出来，现代经济的一体化使得美国放松了对反垄断的控制，采取了比较缓和的措施。

二、日本的规制实践〖〗

1.对零售商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规制

日本的反垄断法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规定得非常具体。日本《禁止垄断法》第2条第9款对不公正的交易方法进行了定义。

1982年颁布的《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第14项规定，不公正的交易方法包括对优势地位的滥用，即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违背正常的商业习惯，不正当地实施下列行为：（1）持续地令交易的相对方购入有关该交易的商品或劳务之外的商品或劳务的；（2）持续地令交易的相对方向自己提供金钱、劳务及其他经济利益的；（3）设定或变更的交易条件对相对方不利的；（4）在交易的条件的设定或实施上给相对方带来不利的；（5）令交易的相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任其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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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日本，市场主体即使并不具备市场支配地位而仅有交易中的相对经济优势，其行为也同样要受《禁止垄断法》的制约。《禁止垄断法》明确规定了零售商可以收取的三种通道费：上架费、展示费和停留费。

根据日本《禁止垄断法》第2条第9款关于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的规定，日本公正交易委员会于l954年颁布了对百货业不公正的交易方法的特殊指定，2005年11月颁布的《大型零售商与供应商交易中不公正交易的规定》就适应了这一发展要求。除此之外，公正交易委员会也详细列举了相对经济优势滥用的各种类型。

2.日本零售大店政策的发展与演变

日本的零售大店政策反映了日本零售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它是从限制零售业竞争到鼓励零售业竞争，从限制外资进入零售业到渐进开放零售市场，从单纯控制营业面积到全方位考虑零售大店与城市功能、环保综合管理的过程。1937年10月，日本开始实施第一部《百货店法》，该法对百货店的营业、分店的设立、面积的扩大、外出销售等采取许可证制，用法律形式规定了百货店的营业时间和休业日，它的颁布标志着日本以百货店为代表的零售业产业化的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大部分的商店成为一片废墟，零售企业数量严重不足，因而日本政府于1947年废止了第一部《百货店法》，放宽了对零售业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零售企业的复兴，零售业的影响力开始受到关注，百货店与中小商店的矛盾日趋显现，为了避免过度竞争、保护和扶植中小企业，1955年第二部《百货店法》颁布并实施，其对零售业者的商业活动进行了规制。

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的十多年时间里，从欧美引进的新兴零售业态如大型购物中心、大型量贩店在日本各大城市得到迅猛发展，这对中小零售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为了对新兴大型零售业店的发展进行规制，1973年10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大店法》，并于1974年3月正式施行。《大店法》尽力保护中小零售企业免受竞争的冲击，并将限制范围从百货商店扩大到大型购物中心、量贩店等其他大型零售店。1978年，日本对《大店法》进行了修订。

在日本当时的经济条件下，《百货店法》和《大店法》在扶持中小零售企业发展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并反映了日本在保护中小零售企业的前提下渐进发展零售大店的政策基调。但是，一方面，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零售大店的出现，过度的限制又造成零售大店出现一定意义上的垄断，中小零售企业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保护；另一方面，《大店法》也成为日本零售市场进行对外封闭的重要工具，并加剧了日本本土零售大店在零售业中的垄断地位，使得流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难以提高。

事实上，《大店法》在保护中小零售企业和增加一般劳动者就业机会的同时，导致了商品价格居高不下和内外价格差加大，阻碍了日本流通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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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欧美市场也严厉指责日本流通系统的复杂性、闭锁性与不透明性，判定这是典型的自由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强烈要求日本修订有关条款。1996年，美国以日本《大店法》违反WTO一般规定为由向WTO提出诉讼，2000年6月1日《大店法》正式废止，《立地法》正式施行。《立地法》基本取消了对零售大店的经济规制，强化了环境保护、社区协调等方面的社会规制，进一步推动了零售店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转变，对中小零售企业发展的鼓励更加全面和有效，为日本零售市场国际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加剧了日本零售市场的竞争。

可以了解到，日本的零售大店政策以及对零售商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的规制政策的发展，都是与日本的零售业发展特征与发展阶段以及零售业的政策发展目标紧密结合的，这反映了日本从限制零售业竞争到鼓励零售业竞争、从单纯控制零售店的营业面积到综合城市环保进行管理、从简单管制到保护和促进公平与竞争的发展过程。

三、德国的规制实践

各国的反垄断法中对滥用相对经济优势地位行为进行规制的制度确立得比较晚，而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相关法律的国家，也是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理论的起源国家。

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与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行为进行了规制，并采用了行为主义的垄断规制模式。《反限制竞争法》对经济优势滥用做出了以下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作为某种商品或服务的供应者或需求者以对市场上的竞争产生重大影响的方式，且并无实质上合理的理由，损害其他企业的竞争可能性；提出与在有效竞争情况下理应存在的报酬和其他条件相背的报酬或其他条件（在此，特别应当考虑企业在存在有效竞争的类似市场上的行为方式）；提出的报酬或其他交易条件差于其本身在类似市场上向同类购买人所要求的报酬或其他交易条件，但该差异在实质上是合理的除外；拒绝另一家企业以适当报酬进入自己的网络或其他基础设施，但该企业出于法律上或事实上的理由，只有使用他人网络或其他基础设施才能成为其竞争者。

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为一体，既有司法制裁，又有行政处罚，对垄断行为规制得比较具体和完善，操作性很强，这也是分立式立法的最大优点所在，这种立法模式被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效仿。但是，尽管德国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立法制定得比较早，而且显示出更加严格的管制趋势，但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执法机构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进行规制的案例并不多见，其原因主要在于，执法机构认为这类行为对竞争制度损害比较小，不是反垄断执法的重点，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这类行为进行执法。

四、法国的规制实践

20世纪80年代，法国的购买力组合和大型购买组合大为泛滥，这是一种凭借优势购买力限制竞争的交易行为。1985年，法国的竞争法引进了德国经济依赖状态滥用的概念，并在新竞争法中正式将经济依赖状态滥用确立为一种独立的反竞争行为类型。

法国的竞争法将违法行为分为两大类，即反竞争行为和限制性行为。其中，反竞争行为主要包括了串通、滥用经济优势地位和以不合理的低价进行销售。法国认为经济优势地位的产生主要是基于某一企业的较高的市场占有率，或基于企业之间经济上的依赖。法国法律对以下行为进行禁止：（1）滥用其在某一国内市场中或该市场的主要部分中的优势地位；（2）滥用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所谓依赖关系，是指作为消费者或供应者的企业对其合作伙伴具有不对等的措施。可见，法国是将交易中的相对经济优势与市场支配地位放在一起加以规制与禁止的。

法国的竞争法对市场支配地位的主要认定依据是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企业的经营活动所属的市场是计算市场占有率的参照物，其界定的标准是产品之间是否具有可替代性。判断企业在相关市场中是否拥有优势地位的依据是企业是否有能力对竞争制造障碍。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当然具有优势地位，但是如果是几家企业在分享市场，那么就不仅要考虑量的标准（即市场占有率的高低），而且要分析企业所利用的手段，比如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财政方面的优势，或者是一家企业同时在数个市场中立足、发展的事实等。对于滥用行为的判定，有些行为可能其本身就被直接认定为滥用，不用考虑其对竞争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如歧视性销售条件、搭配销售等。而有些行为，如果行为主体是在市场中不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则其行为完全是合法的，比如确定生产配额。

法国禁止滥用经济依赖关系，旨在禁止大的零售中心的反竞争行为。《价格与竞争的自由命令》对经济依赖的定义是，作为买方或卖方的企业不具有相应的措施，即企业无法用其他关系取代现有的它所依赖的合作伙伴，比如需要产品配套而产生的依赖关系，即零售商如果不向消费者提供某种名牌商品就无法继续经营从而对供应者产生依赖，又如买方市场所造成的依赖，即如果零售商的大部分商品都要卖给一个买主，那么这个零售商就处于屈从的地位。可以看出，它所定义的就是交易中的相对经济优势。相对经济优势的滥用行为包括了拒售、歧视性的销售条件或终止已有的商业关系。

但是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可能根据法律排除其违法性，该免责事由为：（1）有法律法规的合法根据；（2）有利于经济发展。第一个事由很少被使用，因为必须证明对竞争的妨害是由于实行所引用的法律条文而造成的，并且这种妨害是该条文不可避免的后果。而第二个事由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行的，例如违反竞争规则的行为有可能比竞争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如实现投资的必要利润等。这两项免责事由还有两个必要的补充条件：首先，一个行为不能给竞争造成不必要的、过多的损害，也就是说有限的经济增长不能成为对竞争造成更大损害的行为的免责事由；其次，违反竞争规则的行为应该能使用户从经济的进步中获利，行为结果不仅应该对合意各方有利，而且应该对消费者和整体经济有利。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的法律文件并没有对零售商滥用相对经济优势的主要行为之一——收取通道费——加以严格禁止。实践中，往往是由制造商和零售商约定是否收取通道费，如法国的家乐福超市运用的就是通道费盈利模式。

五、国际经验的启示

1.零售业竞争政策紧密结合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零售业发展阶段

竞争政策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零售业竞争政策也是应一国零售业发展阶段的要求而制定的，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目标紧密结合。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竞争政策制定得比较早，也比较完善，从它们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出来，一国的竞争政策无不是与本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策目标紧密结合的。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市场竞争激化，集中与垄断趋势日趋明显，出现了企业联合形式的托拉斯，因此当时美国竞争政策的目标主要是防止权力的集中与滥用，加强对企业兼并的控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美国一些传统行业面临欧盟、日本等国外竞争对手越来越强的挑战，为了增强国内企业在国外市场上对抗外国公司的实力和提高美国经济整体竞争能力，此时的美国便又放松了对企业兼并的控制，逐步改变甚至彻底放弃了对市场结构的事前干预政策；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经济”的出现与蓬勃发展对美国的经济增长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出于鼓励和促进创新、保持美国在高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以及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考虑，美国的竞争政策加强了对限制竞争、阻碍创新的不公平竞争市场行为的监控，加强了对商业欺诈、商业贿赂行为的制裁，其竞争政策的重点在于通过促进竞争来推动技术创新。

对零售商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规制也是随着零售商买方势力的增强和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的出现而产生的。在美国，《罗宾逊—帕特曼法》是在美国商业圈地风刮起后，连锁超市对制造商要求各种费用与折扣，进而引起中小制造商与经销商的起诉的背景下出台的。在法国，20世纪80年代大型购买组合的泛滥与凭借购买力限制竞争的交易行为的出现，使得法国的竞争法引用并禁止了滥用经济依赖关系，旨在取缔大型零售中心的反竞争行为。而在新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日本，因为其经济主要以由生产和流通系列构成的长期交易关系为主，容易发生供求关系的倾斜，所以日本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规定也非常具体。

而日本作为新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其零售业竞争政策更是紧密结合本国的国情与零售业发展阶段，而没有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立法实践。从第一部《百货店法》的实施标志着日本零售业产业化的开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废止第一部《百货店法》以振兴战争中严重受损的零售业，再到20世纪50年代以来，零售业的复兴与百货店和中小商店的矛盾的日趋显现，使得日本又颁布并实施了第二部《百货店法》以对零售业者的商业活动加以限制，保护和扶植中小企业，避免过度竞争，日本的零售业政策总是结合着本国零售业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定要求及时对零售产业的发展给予规范与指引。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从欧美引进的新型零售业态在日本迅猛发展对中小零售企业造成了直接的冲击，日本又公布了《大店法》以保护中小零售企业的健康发展；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店法》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它在扶持了中小零售企业的成长和被用做日本零售市场对外封闭的重要工具的同时，也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日本本土零售大店的垄断地位而阻碍了本国流通企业竞争力的提高，并因违反了WTO的一般规定而于2000年被废止，取代它的是《立地法》。日本的零售大店政策的发展与变迁反映了日本零售业政策随着经济发展而变迁的过程，从限制外资进入零售业到逐渐开放零售市场，从单纯控制零售店营业面积到全方位考虑零售大店与城市功能、环保的综合管理，从简单管制到保护和促进公平与竞争，这对我国零售业竞争政策的完善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2.对零售商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规制多从行为主义出发

从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来看，一般都是从行为主义出发来维护市场的有效竞争的，即拥有经济优势本身不必然违法，只有利用这种优势地位排除或限制竞争才被反垄断法所禁止，如利用优势地位任意抬高价格、缩减产量或确定不公平的交易条件等。因此，市场经济国家都以具体的规定来取缔滥用经济优势的行为。例如《欧盟竞争法》规定一家或者多家在共同市场内占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滥用这种地位的任何行为，可能影响成员国之间贸易的，因与共同市场不相容而被禁止，特别是禁止包含下列内容的滥用行为：（1）直接或间接地实行不公平的购买或者销售价格或者其他不公平的交易条件的；（2）限制生产、市场或者技术发展，损害消费者利益的；（3）在相同的交易情形下，对交易当事人实行不同的交易条件，因而置其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的；（4）要求对方当事人接受与合同主题在本质上或者商业惯例上无关联的附加义务，作为签订合同的前提条件的。

从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制实践中也可以看出，各国对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的规制也是从行为主义出发的，并着眼于对其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规制。如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将相对经济优势的滥用行为与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行为合在一起加以规制，主要禁止的是经济优势的滥用行为，并对相对经济优势的滥用做出了详细规定。

日本采取的也是行为主义垄断规制模式，并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规定得非常具体，其《禁止垄断法》对不公正的交易方法，即可能妨害公平竞争且由公正交易委员会认定的行为，进行了定义。日本在1982年颁布的《不公正的交易方法》中规定了不公平的交易方法包括对优势地位的滥用，并对具体的优势地位滥用行为进行了举例。

美国的反垄断法对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的规制也经历了一个由结构主义向行为主义转变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美国对垄断规制做出了新的调整，改变了过度强调企业的最大市场份额的做法，而是注重具有优势地位的企业是否滥用其优势地位。

3.对零售商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规制持谨慎态度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国家，也是相对经济优势地位理论的起源国家。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将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与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行为合在一起加以规制，并采用行为主义垄断规制模式，主要禁止的是经济优势的滥用行为。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集实体法与程序法为一体，既有司法制裁，又有行政处罚，对垄断行为规制得比较具体和完善，操作性很强。但是，尽管德国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立法制定得比较早，而且显示出更加严格的管制趋势，但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执法机构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进行规制的案例并不多见，其主要原因在于，执法机构认为这类行为对竞争制度的损害比较小，不是反垄断执法的重点，甚至认为没有必要对这类行为进行执法。

美国是最早出现通道费并最早对其加以规制的国家。在1936年前后，美国刮起了商业圈地风，连锁超市要求制造商加大折扣、交通道费等，最终迫使中小制造商及经销商联合向联邦法院起诉，从而成就了《罗宾逊—帕特曼法》，其对零售商收取通道费、要求特殊折扣等不合理收费以及其他歧视性行为进行了禁止。但是《罗宾逊—帕特曼法》自颁布以来，并没有真正被用于对零售商买方势力进行规制的实际案例中。而在1996年联邦贸易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没有制造商提出证据表明通道费对消费者产生了不利影响，因此到目前为止，美国的零售商仍然可以向制造商收取通道费。实际上，通道费的纵向约束策略在法国也是合法的竞争策略，实践中，往往是由制造商和零售商约定是否收取通道费，如法国的家乐福超市采取的就是通道费盈利模式。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于2001年对零售行业中的通道费、货架费、独家交易协议等市场行为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研究，调查报告对这些排他性市场行为的竞争性结果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仍难以达成统一的认识与结论。由此可以了解，美国对《罗宾逊—帕特曼法》采取谨慎态度不是没有道理的。

此外，各国也在竞争法中对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违法性做了排除，如法国《价格与竞争的自由命令》就规定了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免责事由：（1）有法律法规的合法依据；（2）有利于经济发展。其中，第一个事由需要证明对竞争的妨害是由于实行所引用的法律条文而造成的，并且这种妨害是该条文不可避免的后果；第二个事由在某些情况下是可行的，例如违反竞争规则的行为有可能比竞争更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如实现投资的必要利润等。可见，由于对零售商主导的纵向约束的经济效应的研究与认识尚未十分成熟，因而各国在对零售商相对经济优势滥用行为的规制中都采取了严谨和慎重的态度，力图避免因错误的管制而造成不必要的竞争性损害。



注释


[1]
 日本公正取引委员会事务总局：《独占禁止法关系法令集》，80页，1999。


[2]
 孙前进《日本〈大店法〉的形成与废止》，载《中国流通经济》，2005（9，45~48页。）



附录 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

（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税务总局、工商总局2006年第17号令）

第一条　为规范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交易行为，维护公平交易秩序，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零售商与供应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的相关交易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零售商是指依法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直接向消费者销售商品，年销售额（从事连锁经营的企业，其销售额包括连锁店铺的销售额）1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本办法所称供应商是指直接向零售商提供商品及相应服务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包括制造商、经销商和其他中介商。

第四条　零售商与供应商的交易活动应当遵循合法、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妨碍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秩序，不得侵害交易对方的合法权益。

第五条　鼓励零售商与供应商在交易中采用商务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推荐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六条　零售商不得滥用优势地位从事下列不公平交易行为：

（一）与供应商签订特定商品的供货合同，双方就商品的特定规格、型号、款式等达成一致后，又拒绝接收该商品。但具有可归责于供应商的事由，或经供应商同意、零售商负责承担由此产生的损失的除外；

（二）要求供应商承担事先未约定的商品损耗责任；

（三）事先未约定或者不符合事先约定的商品下架或撤柜的条件，零售商无正当理由将供应商所供货物下架或撤柜的；但是零售商根据法律法规或行政机关依法作出的行政决定将供应商所供货物下架、撤柜的除外；

（四）强迫供应商无条件销售返利，或者约定以一定销售额为销售返利前提，未完成约定销售额却向供应商收取返利的；

（五）强迫供应商购买指定的商品或接受指定的服务。

第七条　零售商不得从事下列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一）对供应商直接向消费者、其他经营者销售商品的价格予以限制；

（二）对供应商向其他零售商供货或提供销售服务予以限制。

第八条　零售商不得要求供应商派遣人员到零售商经营场所提供服务，下列情形除外：

（一）经供应商同意，并且供应商派遣人员仅从事与该供应商所供商品有关的销售服务工作；

（二）与供应商协商一致，就供应商派遣人员的工作内容、劳动时间、工作期限等条件达成一致，且派遣人员所需费用由零售商承担。

第九条　存在下列情形的，供应商有权拒绝退货：

（一）零售商因自身原因造成商品污染、毁损、变质或过期要求退货，但不承担由此给供应商造成的损失；

（二）零售商以调整库存、经营场所改造、更换货架等事由要求退货，且不承担由此给供应商造成的损失；

（三）零售商在商品促销期间低价进货，促销期过后将所剩商品以正常价退货。

第十条　零售商向供应商收取促销服务费的，应当事先征得供应商的同意，订立合同，明确约定提供服务的项目、内容、期限；收费的项目、标准、数额、用途、方式及违约责任等内容。

本办法所称促销服务费是指，依照合同约定，为促进供应商特定品牌或特定品种商品的销售，零售商以提供印制海报、开展促销活动、广告宣传等相应服务为条件，向供应商收取的费用。

第十一条　零售商收取促销服务费后，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供应商提供相应的服务，不得擅自中止服务或降低服务标准。零售商未完全提供相应服务的，应当向供应商返还未提供服务部分的费用。

第十二条　零售商应当将所收取的促销服务费登记入账，向供应商开具发票，按规定纳税。

第十三条　零售商不得收取或变相收取以下费用：

（一）以签订或续签合同为由收取的费用；

（二）要求已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商品条码并可在零售商经营场所内正常使用的供应商，购买店内码而收取的费用；

（三）向使用店内码的供应商收取超过实际成本的条码费；

（四）店铺改造、装修时，向供应商收取的未专门用于该供应商特定商品销售区域的装修、装饰费；

（五）未提供促销服务，以节庆、店庆、新店开业、重新开业、企业上市、合并等为由收取的费用；

（六）其他与销售商品没有直接关系、应当由零售商自身承担或未提供服务而收取的费用。

第十四条　零售商与供应商应按商品的属性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货款支付的期限，但约定的支付期限最长不超过收货后60天。

第十五条　除合同另有约定或供应商没有提供必要单据外，零售商应当及时与供应商对账。

第十六条　零售商以代销方式销售商品的，供应商有权查询零售商尚未付款商品的销售情况，零售商应当提供便利条件，不得拒绝。

第十七条　零售商不得以下列情形为由延迟支付供应商货款：

（一）供应商的个别商品未能及时供货；

（二）供应商的个别商品的退换货手续尚未办结；

（三）供应商所供商品的销售额未达到零售商设定的数额；

（四）供应商未与零售商续签供货合同；

（五）零售商提出的其他违反公平原则的事由。

第十八条　供应商供货时，不得从事下列妨碍公平竞争的行为：

（一）强行搭售零售商未订购的商品；

（二）限制零售商销售其他供应商的商品。

第十九条　鼓励行业协会建立商业信用档案，准确、及时、全面地记载和反映零售商、供应商的信用状况，引导零售商、供应商加强自律，合法经营。

第二十条　鼓励行业协会建立零售商货款结算风险预警机制，对零售商拖欠供应商货款数额较大、期限较长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报商务主管部门，并提示相关的供应商。

第二十一条　各地商务、价格、税务、工商等部门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对本办法规定的行为进行监督管理。对涉嫌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查处。

县级以上商务主管部门应会同同级有关部门对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行为实行动态监测，进行风险预警，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第二十二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向上述部门举报，相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予以查处。

第二十三条　零售商或者供应商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法律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没有规定的，责令改正；有违法所得的，可处违法所得三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超过三万元；没有违法所得的，可处一万元以下罚款；并可向社会公告。

第二十四条　县级以上商务、价格、税务、工商等部门发现零售商涉嫌骗取供应商货款的，应当将其涉嫌犯罪的线索及时移送当地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应及时开展调查工作，涉嫌犯罪的，依法立案侦查。

第二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结合本地实际，制定规范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行为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6年11月1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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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丛书》总序

经济理论的发展与变化是和经济实践紧密联系的，在我国继续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今天，实践在呼唤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同时，实践也为经济学的发展创造着条件。

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是没有先例的，又没有现成的经济理论作指导，这是中国学者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序言

2009年年初，经中国人民大学孙久文教授介绍，王卫东博士来与我讨论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主题是关于产业集群风险的预警研究，这就是本书研究的开始。当时我坦率地谈了自己对这一选题的观点和建议，由于我们研究领域相近，交流效果很好。令人高兴的是两年以后，他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并经申请来浙大公共管理学院与我合作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同时，他关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研究课题获得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立项。在三年的博士后研究中，他不断追踪理论前沿，立足浙江，放眼全国乃至国际产业集群发展实践，使得本书的研究成果不断深化完善。

本书研究的创新性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将预警管理理论应用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研究，探索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机制与管理方法，使预警管理理论应用领域有了新的拓展，同时对产业集群理论研究也有一定的创新。第二，将系统分析方法、数理分析方法、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等和预警管理理论相结合，对产业集群风险的跨学科研究方法进行了一定的探索，特别是在量化研究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第三，在理论研究、机制分析和管理系统构建的基础上，针对浙江典型产业集群予以实际运用和实证检验，研究结论可以为政府部门制定产业政策提供决策参考，对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具有实际指导作用。

诚然，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网络组织，结构复杂而且影响因素较多，导致产业集群的定量数据搜集困难，影响产业集群风险的许多因素也难以定量。同时，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不长，区域环境差异较大，造成产业集群的组织形态多种多样。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本研究今后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我相信，在本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这一崭新的研究主题，王卫东博士一定能够取得更多的创新性成果。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导蔡宁



2015年10月6日于浙大紫金港蒙民伟楼



前言

目前，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某些（或某一）产业的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企业家集中于某一地区时，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特定领域内，彼此关联的公司、专业化供货商、服务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组成的网络组织，就是产业集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区域发展趋势，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意大利东北部的传统产业集群（“第三意大利”）、美国硅谷的半导体产业集群、日本东京大田区的机械产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产业集群、我国台湾新竹的IC产业集群等。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经济持续发展，产业集群现象也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东南沿海省份依靠产业集群实现了显著的经济发展。产业集群在世界各国的迅速发展和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使得它成为很多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国内外许多学者围绕产业集群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学术研究，其中，美国哈佛大学的波特教授对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进行分析后，指出产业集群是产生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原因，并构建了著名的“钻石模型”。

但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与危机现象并存。成功的产业集群可以推动区域经济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繁荣与发展。但是，集群衰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例如美国底特律的汽车业、奥地利东南部的钢铁工业，以及我国东北地区的装备制造业等，由于种种原因，都曾经由辉煌转入了衰败。当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外部需求下降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等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全球经济正经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和金融动荡”，世界贸易量也在下降。例如，浙江省工业的出口依存度高达70%，在国际经济形势严峻、外部风险加大的情况下，企业内部的制约因素和劣势也日益显现，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一是企业盈利能力相对较弱。浙江省多数企业处在产业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核心竞争力比较弱，在市场需求疲软和经营成本上涨较快的双重压力下，近年来企业效益大幅下降。同时，利润增长主要依赖电力、石油加工和钢铁三大行业。二是企业投资能力不强。由于受市场约束强化、预期收益下降、投资方向不明、资源环境要素制约等多重因素影响，民间资本投入实体经济的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盈利水平较低，自有资金不足，企业投资能力下降。三是企业资金链风险有所加大。一方面，由于企业效益下滑、银行进一步提高续贷条件、供货商要求现金交易或提高预付款比例，企业资金链紧张状况进一步加剧了。2013年3月，浙江省中小微企业培育与监测平台对6000多家企业的调查显示，有63.4%的企业流动资金不足。
[2]



产业集群占据浙江工业的半壁江山，浙江工业的危机某种程度上就是产业集群的危机，它虽然发生在特定时期，但自从集群诞生那天起就潜伏着。浙江产业集群主要表现为县域经济环境下的块状经济，处于产业集群的初级阶段，存在的内在矛盾和潜在风险主要如下：一是产业层次低，产品档次不高，在有限的区域内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无序竞争现象突出；二是相互压价、低价竞争愈演愈烈的最后结果，是低价优势成了产业集群在国内外市场竞争中唯一的核心竞争力，甚至出现假冒伪劣产品，“柠檬市场”现象会导致集群走向衰亡；三是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成本与价格竞争，使得仿冒成了企业之间竞争的一种习惯，遏制了企业的研发能力的提升、创品牌的动机的增强和自主知识产权的获取，导致整个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越来越弱；四是产业集群在创业“零门槛”进入的同时，也滋长了浙江商人“宁做鸡头，不愿做凤尾”的心态和观念，结果是企业都只能是小草，很难成长为大树，更难见森林。这样，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产业集群内的小企业就很难抵抗风险，甚至会出现成片倒闭的现象。

因此，风险预警管理是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战略问题。关于当前产业集群的发展，有学者指出政府和产业界首先应该集中注意力解决两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一是全球价值链与地方产业集群升级；二是产业集群的风险识别与安全管理（李茹、李海飞，2007）。对于第一个问题已经有许多学者予以极大关注，并提出了不少有参考价值的建议，诸如从战略规划完善、空间布局优化、龙头项目实施、区域品牌引领、服务平台建设、专业分工网络构建等着手，扎实抓好重点产业集群培育工作。对于第二个问题，目前学界和地方政府都关注得不够，针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集中于传统经济学方法，只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或者只限于对企业本身风险的研究，对集群的风险预警机制和对策缺乏研究，特别是基于实证调研的定量分析还是空白。
[3]

 产业集群的风险预警管理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产业集群风险的特殊性。“从质上来说，同任何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一样，产业集群的运行有着自身的脆弱性；从量上来说，由于产业集群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体，一旦出现问题，将可能导致整个区域经济的衰退甚至崩溃，并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福利以至生计。”
[4]

 本研究在对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进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运用产业集群理论、网络组织理论、复杂网络理论、模块化理论、灰色系统理论、统计调查与分析、风险管理和预警管理理论，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进行了综合研究，提出了产业集群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体制和方法，旨在为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导。

基于上述社会背景分析，本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网络结构是产业集群风险的内在原因。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作为群内经济社会主体关系的外在表征，是影响集群网络特征以及产业集群产出水平的重要因素，与集群的生命力息息相关，集群中各个主体要素拥有资源的结构及方式决定着集群的竞争优势，在集群的网络结构中形成了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根据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结构决定其功能，集群网络的系统结构是集群保持整体性及其功能的内在根据，也是集群内部各主体要素之间在时空方面有机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方式或顺序，集群风险的产生除了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外，还主要受集群内企业网络结构的制约，不同的集群网络结构决定了集群具有不同的抗风险能力。“一个聚集程度高的集群网络意味着企业节点之间集团化程度高，大量企业通过相互之间的社会或经济关联密切联系在一起，形成类似小集团的网络结构，网络将变得僵化，滞后于环境的变化，最终可能导致衰败。”
[5]

 因此，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是影响集群风险的根本原因。基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的风险及其预警管理，有助于厘清集群风险形成的根本原因，做到防患于未然，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预警管理是化解产业集群风险的关键。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以往人们对集群风险的对策研究主要集中于风险发生后的解决方案，忽视了对产业集群自身抗风险能力的预警研究。学者们（如蔡宁等，2003）主要是从产业集群风险的表现形式入手进行分类研究，一般把产业集群风险分为结构性风险、周期性风险和网络性风险三类，然后提出针对不同类型风险的应对措施；或者认为应根据集群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规避风险，指出风险的规避应采取全过程的控制手段，并以事前和事中控制为主。但是对于产业集群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管理体制和预警管理方法的研究几乎没有，使得预防、化解和规避产业集群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缺乏依据。同时，未对产业集群风险的形成原因、形成过程和形成途径等进行细线条、深层次的研究。有研究表明，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与其抗风险能力具有显著的相关性，集群可以通过有目的的结构调整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因此，以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为集群风险防范的切入点，从集群的网络结构出发，构建集群风险的辨识参数和集群稳定性的预警和控制模型，进而建立集群风险的预警管理体系，正是国内许多产业集群尚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第三，量化研究是产业集群风险研究的薄弱环节。目前针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主要是运用传统经济学方法，特别是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工具，研究对象基本限于集群中企业本身的风险，缺乏对产业集群风险的量化研究。对于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指标，集群正常运行的数量参数以及风险识别、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不足，从而使得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成果缺少实践指导意义。
[6]

 所以，本研究试图以产业集群比较发达的浙江省为例，在实证调研的基础上，将产业集群、网络组织、风险决策、统计调查与分析和预警管理理论相结合，对产业集群风险的预警管理进行深入而且尽可能量化的研究。从集群网络结构属性出发，界定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分析框架，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成因与演化机理，研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机制，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

注释：


[1]
 资料来源于浙江省经信委经济运行分析报告《当前我省工业企业面临的三大突出问题》，2013年4月22日，见浙江省经信委网站。


[2]
 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经信委经济运行分析报告《当前我省工业企业面临的三大突出问题》，2013年4月22日，见浙江省经信委网站。


[3]
 参见王卫东：《产业集群的网络组织结构与风险研究综述》，载《工业技术经济》，2010（3），132页。


[4]
 李茹、李海飞：《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所亟须关注的两个战略问题》，载《产业与科技论坛》，2007（12），28页。


[5]
 王发明、蔡宁、朱浩义：《基于网络结构视角的产业集群风险研究》，载《科学学研究》，2006（6），887页。


[6]
 参见刘乔志、滕颖、于超：《产业集群的风险研究综述》，载《价值工程》，2008（11），14页。


第一章 绪论

产业集群作为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典型产业组织形式，改革开放以来逐渐成为地方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不过，以往人们关注的重点主要在于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和其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风险评估和应对措施上，而针对产业集群风险预警与预控的研究成果比较少。本研究试图以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为研究对象，以我国特别是浙江省的典型产业集群为实证样本，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体制和方法。首先，需要明确的是研究背景、主要理论基础、研究对象、研究思路和方法等基本问题。

第一节 我国产业集群发展与风险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区域发展趋势，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因产业集群自身的风险甚至衰亡而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的典型案例也屡见不鲜。

一、近年来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概况

在我国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集群无疑占有重要地位。在许多省份，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工业经济发展的突出特征，尤其是改革开放较早的东部经济发达省份，例如浙江、广东和江苏等。近年来，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独特的产业组织形式，通过其自身的集聚—扩散效应和创新整合机制、产业选择机制、溢出机制、竞合机制、产业链延伸机制等各种演化机制，无论是对经济还是对社会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影响。特别是产业集群发展产生的规模效应，极大地加快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推动了区域科技创新，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升级。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温州和台州等地以产业集群为组织形式的民营经济已经占到区域经济总量的90%以上。

概括起来，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呈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

 第一，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组织形式。根据国家发改委对产业集群的统计口径，目前我国约有产业集群2000个，集群企业数量达100万家。而且，产业集群呈现出分布广、效率高和门类齐全的特点。现在我国几乎主要省份都分布有产业集群。第二，产业集群呈现出明显的区域集聚特征。从地域分布来看，我国的产业集群主要集聚在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三大区域，这三个区域的产业集群占到全国产业集群的90%左右。尤其是长三角的浙江省，产业集群以民营企业为主导，工业总产值占到全省的60%～70%（如图1—1所示）。第三，产业集群成为促进城乡一体化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以中小企业为主组成的产业集群，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成为吸纳就业、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从而成为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推动力。

[image: ]
图1—1 浙江私营企业工业总产值及其占比



资料来源：单丹丹：《我国产业集群问题分析》，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网站，2012年7月20日。

二、目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存在的问题与风险

虽然近年来产业集群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也存在多方面的缺陷和不足，从而严重地影响了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这里既有其内在的创新能力低、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不高、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也有外在的资源环境约束、支撑服务体系缺位、政府职能定位失当等各种挑战。具体说来，一是多数产业集群属于低技术含量的粗放加工型产业，处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位置，市场竞争力比较弱。许多地方的产业集群都分布在纺织、服装、五金、机械等传统制造业领域。二是多数产业集群的产品外向度比较高，导致企业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时抗风险能力低。许多产业集群以生产出口产品为主，或者主要为国外大企业的主导产品进行外协配套加工。三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主要企业之间缺乏密切的产业联系，产业链条不完整，集群各类组织之间的关系缺乏制度与法规约束，致使产业集群网络缺乏稳定性。例如，一些地方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形成的产业集聚区，只是若干不同行业企业的空间集聚，企业只是共享水电等基础设施，并没有内在的产业联系。

第二节 国际产业风险管理的经验与启示

一、国际产业集群的发展趋势与风险管理

（一）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全球性经济发展潮流

虽然产业集群现象由来已久，但是这种经济马赛克扩展到全球范围却只是近三十年的事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产业集群开始大量涌现，不仅出现在发达国家，而且出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波特教授于1990年率先使用了产业集群这个概念。根据波特的简单统计，目前在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省/州/地区和城市都有明确的产业集群发展计划，如在国家层面有加拿大、新西兰、印度、马来西亚与埃及等29个，在省/州/地区层面有美国的马萨诸塞、加拿大的魁北克与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等14个，在都会城市层面则有包括硅谷在内的11个。世界各地为数众多的政府对产业集群的发展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2]



（二）产业集群效应的差异影响集群风险

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从根本上讲，主要来自产业集群的“集体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是产业集群中各个行为主体之间基于共同目标而联合行动所产生的主动效应，也称为动态效应。主动效应主要产生于集群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企业与其他机构之间形成的产学研合作和战略联盟等。

另外，由于集群企业在地理位置上扎堆于某地，集群的经济外部性都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来。这种效应只是一种被动效应，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就会消失，导致产业集群的衰落或解体。在美国、德国与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很多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合作程度都很高，使得这些产业集群产生了很强的主动效应，从而表现出很强的竞争优势。而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合作较少，只能获得经济外部性，即被动效应，结果是这些产业集群的抗风险能力较弱。例如，我国浙江省的一些小商品产业集群就只是许多同类小企业的扎堆，因为缺乏产业联系和技术合作而昙花一现。

（三）科学规划有利于提高产业集群的竞争力

产业集群的形成虽然有赖于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条件和核心企业的示范带动，但是，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战略方式的产业集群，很多时候是通过有意识地规划发展而形成的。20世纪90年代，在我国各级政府倡导下快速发展起来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大多数发展成按照产业类别划分的产业集群；印度班加罗尔软件产业集群的成功发展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当然，规划不能仅仅是强制性地“拉郎配”，关键是要根据本地特性选择一个合适的产业，引入或培育出一个具有较强衍生能力或具有一定示范性的关键企业，通过该企业的成功发展，逐步衍生或吸引越来越多的相同、相近或相关的企业聚集该地，经过一定的时间，一个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完全可以培育成功。

（四）政府应该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二是创造合理的制度环境；三是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促进产业集群的成长与升级；四是制定针对性较强的有力措施，解决集群中诸厂商共同面临的难题。此外，对于自发形成的产业集群雏形，政府应该加以积极引导，增强企业之间的产业联系，规范其竞争关系，逐步培育出成熟的产业集群。例如，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积极参与本区内100多个小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我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发展过程中，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有些地方的开发区在正确的规划和引导下成功发展成为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也有些地方的开发区，政府只是为企业提供了一块廉价的土地和基本的基础设施，而没有从政策、技术、信息等方面提供必要的软件服务和指导。在这样的环境下，入驻的企业之间缺乏紧密的产业联系和技术合作关系，仅仅是因为优惠的硬件设施而形成了空间上的集聚，企业把这里当成暂时的栖息地，一旦其他地方有更优惠的条件，就马上迁往别处，缺乏产业集群最基本的特征即“根植性”。

二、后危机时期欧盟的产业政策评估与借鉴

2008年以来，欧盟历史上最大的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席卷了欧洲的工业。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风险。然而，在过去的五年里，欧盟区域经济仍旧疲软，最重要的是，投资持续低迷。欧洲制造业饱受资产负债表去杠杆化以及国际需求日益下滑的折磨，这两者同样打击了投资者和创新人士的热情，削弱了欧洲制造业未来的竞争力。这些因素也在某种程度上延长了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时间。
[3]

 下面，根据欧盟统计局2013年度报告提供的数据，分别进行简要分析。

（一）近年来欧盟产业政策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1.企业获得信贷困难

危机前累积的高额债务对很多企业来说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使用贷款的限制对欧洲有竞争力的产业的存续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特别是中小企业。2013年3月份欧盟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中小企业都不能成功地申请贷款。在这方面区域间有很大的差距，德国只有10%的中小企业面临这样的困难，而西班牙却有50%。在不同规模的公司中这样的情况也同样存在。在过去的几年里较大型的欧洲企业已经能够开发债券市场而中小企业却很难多样化地开发金融资源。与美国相比，欧盟的银行借贷有限，在危机最严重的时期下降了30%。因此，欧洲的中小企业在危机中的处境更加艰难，复苏更为缓慢。欧盟、日本和美国企业贷款年度增长率的比较见图1—2。

2.外国投资份额下降

人们普遍认识到，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贸易成本的下降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导致全球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在政策方面，欧盟委员会利用其增长潜力和竞争力规定了外国直接投资的方式。外国直接投资极大地推动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和就业。欧洲虽然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估计为3240亿美元），但需要指出，其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从2008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12年的23%，而同期中国的占比从不足10%提高到10%以上。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业务环境，在国家和地区层面需要适当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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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欧盟、日本和美国企业贷款年度增长率比较



3.结构性调整不足

近年来，新的大企业的出现在欧洲已经成为罕见的事情，欧洲对于企业家的态度没有世界其他地区那么积极。欧洲没有可以与巨人企业例如苹果、谷歌相媲美的企业，而且几乎没有新的部门产生。甚至在一个行业内，公司的更新速度都很慢。这阻碍了新的高增长行业的发展，还阻碍了对经济中更具创新性的行业的资源再分配。同时，欧洲在劳动力、产品和服务上普遍存在的结构性和制度性刚性也不利于加快经济要素的行业重组。新产品的产业化经常被严格的管理环境所阻碍，教育和培训系统也不能满足高技术行业快速发展的需要。此外，研究和创新系统资金不足、对创新的激励缺失等问题仍然需要引起关注。

4.劳动者技能不匹配

危机对欧洲工业在就业方面的影响已经特别严重了。欧盟地区2013年3月份大约有600万年轻人失业，失业率超过23%，2008年的第一个季度到2012年年末，欧盟的制造业已经有超过380万个工作岗位（约占总就业的11%）流失了。
[4]

 危机初期集中的失业显示出结构上的不匹配。经济衰退严重打击了低技能人员的就业，且低技能人员越年轻其所受的打击越大，但同时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保持不变。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持续高需求量意味着没有特殊技能和高学历的年轻人会越来越难找到工作。在欧洲制造业部门中，70%的工人掌握中等技能，27%的工人掌握高技能，低技能劳动力仅占产业劳动力的3%。但是，制造业中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量预计会增长22.7%，增速高于其他部门，对中等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量预计会下降。根据欧盟统计局的调查数据，制造业部门正在经历越来越严重的高技能劳动力短缺，这在增长恢复的时候尤其会限制产量。大量制造业附属部门（摩托车、机器和设备、电子设备、电脑、电子和光学产品）已经经历了严重的高技能劳动力短缺（如图1—3所示）。最终，劳动力技能过时和劳动力再教育的缺失将会成为一个问题。大约31%的低技能工人和33%的高龄工人报告说因为技术的快速革新，他们的技能已经过时了。但是，只有54%的制造业企业会提供技能培训，而且其中的55%会评估它们未来的技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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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2008—2010年欧盟制造业各部门就业变化和劳动力短缺情况比较



（二）近年来欧盟产业政策绩效的聚类分析

本研究根据2013年欧盟成员国竞争力表现和产业政策绩效年度报告构建了十个指标，作为分析评估危机后欧盟产业政策绩效的定量依据，即，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高等教育程度、创新绩效、出口份额、能源强度、商业环境、电力价格、基础设施满意度、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固定资产投资。
[5]

 这些指标满足以下四点要求：（1）是密切相关的政策工具；（2）是合理的、及时有效的；（3）几乎覆盖欧盟所有国家；（4）有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序列数据。

图1—4是根据上述十个指标的平均值将欧盟成员国分成三个群组绘制的雷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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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欧盟成员国产业绩效雷达图



基于2011年和2012年的数据，2013年的欧盟产业绩效年度报告提供了危机对产业绩效影响的评估机会。按照聚类分析的标准和绩效的优劣，可以将欧盟成员国归于三个不同的群组，从中我们可以分析产业政策的正反两方面影响。

第一，绩效表现良好的国家群组（consistent performers）。主要包括比利时、德国、芬兰、瑞典、爱尔兰，紧随其后的是丹麦、法国、卢森堡、荷兰、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这些国家的企业越来越多地采用先进技术，聘请训练有素的工人。有利的结果是，它们的高附加值制造品产量不断提高，非价格因素的竞争能力显著增强。发达的研发系统和密切的产学研联系有力地推动了创新投资集中于知识密集型领域和高新技术领域。该群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确保在研究和创新领域的投资、制定连贯的能源政策、确保获得足够的资金等。

第二，绩效表现一般的国家群组（moderate performers）。这一类国家有希腊、意大利、塞浦路斯、马耳他、葡萄牙，以及斯洛文尼亚。这些成员国在一些地区竞争力较强，但面临的困难也在加大。企业文化落后、与电子商务缺乏联系致使企业创新能力不强，缺乏持续的技能进步，从而导致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比例较低。2011年以来，这些国家的创新绩效已经下降，马耳他和希腊的情况甚至比2008年更糟。该群组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促进私人投资、制定连贯的能源政策、促进出口以获得融资便利等。

第三，需要快速追赶的国家群组（catching-up performers）。主要包括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克罗地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这些国家在许多领域仍面临重大挑战。虽然对于某些竞争力指标，它们其中一些国家或许比前两组有更好的表现，但是，它们的创新能力远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该群组面临的主要挑战在于促进创新投资、根本性地提高能源效率、改善经营环境。

（三）后危机时期欧盟产业政策的经验借鉴

1.欧盟的经验说明，政府的政策干预应该能够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企业之间的正常竞争

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以支持技术集中和竞争性的产业为目标，并且均衡地照顾到产业内的所有企业，而不是一个或几个提前选中的公司。欧盟的经验说明，产业政策要有效的话，政策设计应该以产业而不是特定的公司为目标。正是通过产业之间正常的竞争，企业的技术、专利、企业家精神等才会通过很多产业创新的方式得到传承并加强。欧盟2008—2013年的数据显示，生产总值、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产品创新等指标都与部门获得的政府帮助和市场竞争水平正相关。这一点，对于我国进一步深化各个领域产业政策改革，特别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应该通过改革，逐步打破行政壁垒和行业垄断，消除所有制界限，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统一的竞争环境。特别是，目前我国还存在对民营企业的许多行业限制，金融和财税等方面的差别性政策阻碍了企业创新和公平竞争，这些都有待于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逐步解决。

2.欧盟的产业政策在鼓励和吸收外商投资方面还有潜力，需要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完善政策环境

欧盟一些国家的政府对外资或者合资公司的资金和产品进入本国有偏见，从而导致近年来欧洲的外商投资份额在世界范围内占比持续下降，这也是近年来欧盟经济复苏缓慢、增长乏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产业政策方面，应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并建立一个有利于吸引外资的制度框架，以增强欧盟的竞争力。目前，我国的对外开放已经到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加快开放的步伐，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和“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实施进程，特别是抓住有利时机，不断加强中欧经济合作。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盟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同时，中国也是欧盟仅位居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纷纷抬头，欧盟也采取了大量的贸易保护措施，在欧债危机前后，中欧之间的贸易摩擦依然持续不断，欧盟至今仍没有给予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就意味着中欧贸易还存在瓶颈。欧盟对中国实行的歧视性贸易政策主要体现在“反倾销”的运用和技术性贸易壁垒等方面。事实上，这些歧视性措施也给欧盟自身带来了很大损失，这些也可以被认为是欧盟产业政策给我们的反面启示。

3.欧洲当局低估了专业化的危害，表现为最先进的国家集中在价值链中的研究与开发等上游环节，而新兴经济体过多地处在价值链的末端

推崇德国模式的学者强调，有竞争优势的尖端技术在发展，这些技术的发展也包括重要的知识延伸。因此，均衡地分配政府的研发补贴可以避免欧洲和其他区域或国家竞争。这表明，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关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在支持前端先进技术研发的同时，也要顾及价值链末端的推广和服务环节，这样才能减少过度专业化带来的风险。欧盟委员会在知识驱动增长咨询专家小组的基础上，于2011年6月正式提出了一项针对欧盟所有成员国的政策方案，即“面向精明专业化的研究和创新战略”（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trategy for Smart Specialization）。
[6]

 该政策既是为了应对危机，也是对强调“精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的“欧盟2020战略”的落实和细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专业化”强调的是通过创新来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而非“专门化”，目的是使一个区域通过资助战略性优势产业实现发挥其自身比较优势、面向增长的发展目标。但是，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错误地解读了该政策，这些地方的官员仍然认为专业化是指产业的专业化，从而降低了政策实施的实际效力。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发展全球价值链、促进互联互通和全面的区域经济融合逐步成为各国的共识。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应该从另一方面受到启发，因为目前我们的许多产业都处在全球价值链的末端，需要更多地鼓励和支持前端先进技术的研究与发展，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尽快实现工业生产从制造向创造的转变，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

4.政府的产业政策应该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

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将有助于欧洲企业开拓发展中国家正在增长的新市场，因为本书分析发现，由于种种原因，欧洲的中小企业从危机中复苏更为缓慢。与此同时，德国的中小企业却因为其独特性使得德国经济在危机面前拥有了较强的抗风险能力。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

德国中小企业的突出特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企业的低负债率让金融系统的总体风险水平始终处于低位；第二，通常来说，它们的产品虽然不重要但市场需求稳定而且对质量相当敏感，具有良好的抗周期能力；第三，企业注重员工忠诚度，愿意保持长期的雇佣关系，让德国能在萧条期维持高就业率。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德国经济以其较强的抗震性而成为债务危机以来欧洲经济的一根支柱。
[7]



我国的中小企业在促进经济增长、推动技术创新、增加税收、吸纳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也与欧洲企业面临同样的困境，产业政策也应该更多地支持和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当然，这与前面指出的产业政策应该鼓励所有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并不矛盾，主要是指要针对中小企业的特殊困难采取有针对性的扶持政策，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中小企业自身要通过加强管理和科技创新等不断提高竞争力。同时，政府职能部门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知识产权和知名品牌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要拓宽国际视野，积极参与国际市场合作竞争，鼓励和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去”。要加快完善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帮助中小企业解决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当前，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历史阶段，过去多年高速增长过程中积累的矛盾和风险逐步凸显。在这种背景下，审视和借鉴欧盟近年来产业政策的利弊得失，对于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前提下不断完善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欧债危机以来，欧盟的产业政策对于推动企业创新、加快经济复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强调市场竞争和贸易自由化对于促进创新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的同时，分析和研究欧债危机以来欧盟产业政策的角色和绩效，是为了加强而不是降低竞争政策的重要性。适当的产业政策应该更具有竞争友好性和创新增强性。总体看来，欧盟应对危机的相关产业政策是积极有效的，同时也存在不切合实际的地方，政策理解和执行还存在偏差，有些政策还有片面性。这些都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发和借鉴。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述评

一、产业集群风险研究

一般学者将产业集群风险分为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两大类。
[8]

 内因是事物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在集群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中衍生的，导致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因素。内生性风险主要包括结构性风险、网络性风险、生态性风险、产品生命周期风险等几类。外因对集群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导致集群走向衰退的诱发性因素。外生性风险主要包括周期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
[9]



（一）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研究

1.结构性风险

结构性风险最早由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1981）中提出。随后，德国学者Grabher（1993）对德国鲁尔工业区的产业集群进行研究后发现，整个集群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能力会逐渐弱化，继而产生所谓的锁定效应和路径依赖。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1997）在弗农提出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产品周期理论。他所谓的“结构性风险”，是指产业集群老化或衰亡对区域经济的危害，在集群走向成熟直至衰亡的时期，产业集群由于其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者一种单一产品，可能拖垮整个区域经济，使之变成难以复苏的“老工业区”。丹麦学者Bent Dalum等（2002）在波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北欧无线电通信工具集群为例，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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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性风险

将社会经济网络分析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工具研究产业集群风险的代表人物是瑞典的Hakansson和Snehota（1989），他们提出了影响网络组织结构的三个基本变量，即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三个网络构成关系即企业、关系和网络。在这一模式中，网络的三个基本元素——行为主体、资源和活动——彼此依存，行为主体间的活动是指集群成员之间通过网络协作与竞争的行为，而资源包括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同时，在产业集群的网络组织中个别企业不能摆脱自己过去创造的网络的约束，因而集群网络的形成又是一个自组织过程，其演进带有路径依赖特征，相互依赖的集群网络结构在最初阶段是创新的源泉，但随着集群外部环境的变化会逐渐成为僵化、惰性的根源。Scott（1989）、Harrison（1994）、Abrahamson（1994）等也从不同侧面指出集群网络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从而抑制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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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学者仇保兴等（1999）运用信息经济学中的“柠檬市场”模型解释了浙江永康保温杯市场存在的过度竞争现象，他把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困境的成因归结为因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过度竞争。吴晓波等（2003）借鉴植物学术语把产业集群的内生性风险称为“自稔性”风险，“自稔性”是指植物的籽花结实性。他们认为，与植物的“自稔性”相同，产业集群借以产生竞争优势的自身特性，同时也会削弱集群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最终导致集群走向衰退，这种网络化特性导致的风险是产业集群的根本性风险。学者们把产业集群的网络化特性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专业化分工、地理性临近、群内互相关联、协同与溢出效应。朱瑞博（2004）在吴晓波等的研究的基础上，借鉴模块化理论分别对产业集群“自稔性”的四大风险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用模块化理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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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宁、吴结兵（2003）认为，一个网络平均路径较长的集群网络中网络连接方式的改变往往会滞后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被环境淘汰。集群的网络结构是影响集群风险的内在根本因素。他们把网络性风险概括为三方面：一是不同网络结构会产生不同的风险；二是网络中存在的各种资源如信任、关系等会成为保护传统方法的力量，从而对创新产生抑制；三是网络中主体要素的活动及相互影响产生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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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种网络性风险与结构性风险和周期性风险紧密相关，共同作用，在产业集群的诞生和成长阶段，因其自增强机制会促进产业集群的规模迅速扩大，一旦进入衰退期则会促使产业集群迅速衰落甚至消亡。

3.生态性风险

秦婉顺、顾佳峰（2003），王发明等（2006）运用组织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从组织变革与结构惰性、选择的限制、生存与竞争三方面对产业集群的生态性风险进行了详尽分析。他们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组织结构的惰性使得组织无法跟上环境的变化，造成组织衰退；天性的自然限制使集群无法采取有效的反应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集群形成时的内外部环境决定了这个集群的未来发展轨迹，决定了它是否会被变化的环境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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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后凯（2008）则主要从集群发展战略的角度研究了产业集群风险的防范，他联系我国实际，在分析了产业集群的风险来源的基础上，指出应该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如健全配套服务和支撑体系、延伸产业链、加强自主品牌建设，解决外来企业的“落地生根”问题和发展虚拟产业集群，等等。

（二）产业集群外生性风险研究

波特（2000）早期在他的《族群和新竞争经济学》中就曾经指出，集群产生后就处于动态演化中，可能因为外部威胁（如技术间断、消费者需求变化等）以及内部僵化（由于过度合并、卡特尔、群体思维抑制创新等）而失去竞争力。O.M.Fritz等（1998）在Tichy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经济周期波动对产业集群的冲击——周期性风险。他们认为，周期性风险对产业集群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会使集群走向衰落；这种风险是一种突发的、不可控的、由外部经济周期性波动等造成的风险，可能会在集群生命周期的任何一个阶段出现，从而导致集群所在区域的经济不稳定。区域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国家经济周期的影响，有时甚至还受到国际因素的冲击。这些学者把产业集群看做区域经济中的一个产业，当区域经济由一个或少数几个主导集群所支配时，就会面临更大的因经济周期变化而产生的风险；而区域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是增进区域福利，即实现区域收入或就业最大化，同时使收入和就业水平波动的风险最小化，区域产业集群则只能被动接受由外部经济环境变化导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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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鸣（2005）将地区产业集群放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从外部网络联系的视角分析了产业集群形成机制。他从产业集群价值链的延伸及其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整合机制的视角，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分工、价值链治理以及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风险形成的关联机制及其不同表现形式。最后指出，全球价值链在给产业集群带来发展机会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16]



余荣华等将产业集群外部因素所形成的风险称为外源性风险，并将这类风险分为经济周期风险、社会性风险和自然环境风险三大类。他结合具体案例分别分析了这类风险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主要影响。
[17]



二、网络组织理论研究

（一）网络组织的内涵

网络组织作为一种制度安排，被认为是企业间契约关系的表现形式。格拉多里（1987）认为控股或合资、特许经营、转包、卡特尔联合体、董事互派、族系和社会关系是存在于独立法人之间的网络组织形态，而且由前向后的顺序表现了网络组织形态向纯市场交易形式演变的趋势。马耶等（1991）从经济、历史、认知和规范等多个维度对网络概念进行了解释。1997年美国学者Cadence Jones把社会关系引入网络组织治理中，认为社会网络的嵌入对交易的协调与维护至关重要。在网络组织的生产活动中，自动调节、强制调节和社会调节相互交织在一起（闫二旺，2005）。

（二）网络组织的形成与演化

Hakansson等学者对网络组织的形成与演化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网络模式。该模式通过分析影响网络组织结构的基本变量（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和网络组织的构成关系（企业、关系和网络）来解释网络组织的形成与演化。王忠耀（2002）认为根据网络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地位，网络组织可以分为有盟主的网络组织和无盟主的网络组织。EDF企业集团、分包制、虚拟企业等网络组织属于有盟主的网络组织；战略联盟和产业集群等属于无盟主的网络组织。
[18]



（三）网络组织内部结构形态

传统网络理论认为网络连接是随机设置的，大部分节点的连接数目大致相同，即节点的分布方式会遵循泊松分布，有一个特征性的“平均数”。1999年，Albert和Barabasi基于强大的计算机运算技术，实证研究了万维网等复杂系统的网络结构，发现了网络组织的“无标度”（Scale-Free）特性。这一研究成果突破了随机网络模型的束缚，使人们认识到各种复杂系统的网络结构都遵从某些基本的法则。车宏安（2004）等人介绍了这种复杂网络组织的结构特征：一些网络中占少数的集散节点拥有大量的连接，而其他大多数的节点拥有的连接都比较少，“平均数”不存在。这种网络形态被学者称为“无标度网络”
[19]

 。

三、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研究

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复杂的网络组织系统，它的知识系统配置和运行效率由自身的网络结构决定，或者说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是构成集群动态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学者们从组织管理学、经济地理学、产业组织学、技术经济学、博弈论出发，已经对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进行了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下面从三个方面分别加以概括和归纳。

（一）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构成模式

国外学者青木昌彦、Grant、Markusen、Lynn Mutelka和Fulvia Farinelli、Elisa Giuliani，国内学者李凯、李世杰等指出，一方面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网络系统，是大量相关企业、辅助机构在协作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地理集中形成的生产协作网络，具有经济组织属性；另一方面产业集群又嵌入了本地经济组织主体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以及区域行为规范和风俗习惯，具有社会属性。同时，产业集群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和信息网络系统。李凯、李世杰（2007）将产业集群内部企业网络层的连接关系归纳为以下三类模式，即以纵向产业链为主导的链条模式，以竞争合作互动为主导的齿轮模式和以公共性投入和生产要素共享为主导的沙滩模式，他们还将社会网络层的经济联系概括为两种模式，即官、产、学、研合作主导型的菱形协同模式与孵化器主导型的孵化器模式。他们还指出，产业集群网络是生产分工网络、社会关系网络和知识信息网络的耦合网络。在产业集群网络系统中存在生产模块、价值模块和知识模块三个不同层次的耦合现象。
[20]



（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竞争优势

我国的蔡宁、王发明、张杰、李凯、李世杰等学者指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集群竞争优势之间存在逻辑关系。由于集群网络的分工结构、社会结构和知识结构等一系列结构安排，决定着产业集群的协调能力、创新能力和适应能力，因此不同的集群网络结构形成了集群不同的竞争能力。产业集群网络内部存在模块化竞争机制，并通过生产模块化竞争、价值模块化竞争和知识模块化竞争三个层次的耦合结构表现出来。专业化分工是集群组织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组织模块化是集群竞争优势的充分条件。另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提出了通过完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增强集群竞争优势的建议。
[21]



（三）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风险

Markusen、Tichy、吴晓波、蔡宁等学者指出，产业集群网络在产生竞争优势的同时，也会导致额外成本，导致不完全契约、道德风险、机会主义和偷懒，从而引起网络成本提高，削弱网络的优势。无论是静态的“锁定效应”还是动态的“路径依赖”，抑或是“结构性风险”，都会降低产业集群的“适应性”，即集群通过自身的动态演进适应集群内外部环境的能力。蔡宁等（2006）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的结构属性会给集群带来以下风险，即小世界属性可能导致网络的锁定效应，无标度特征使得集群网络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具有鲁棒性
[22]

 和脆弱性双重特征，要增强集群网络的抗风险能力，就需要增强其鲁棒性，降低其脆弱性；与分包制、战略联盟等网络组织相比，产业集群网络组织所呈现的网络失灵现象，使得产业集群具有网络模糊、既非共同也非互补目标、非正式契约、进出壁垒低、主体多样等特征，从而产生不确定性风险。
[23]



四、产业集群评价研究

对产业集群进行正确评价是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前提和基础。可以从三个方面归纳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即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产业集群集聚度评价和产业集群风险评价。

（一）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研究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角度展开的。定性分析主要是针对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规范分析。定量分析主要是运用产业集群各方面的统计指标构建产业集群竞争力的评价模型，进行定量评价。

波特教授最早对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了规范的定性分析。他的钻石模型从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者，需求状况，相关的支持产业，要素状况四个方面来分析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他从静态的角度奠定了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基础性工作。Feser（2001）则考虑了影响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动态因素，从生命周期（时间）、地理（空间）和关联关系三个角度来分析和评价产业集群竞争力。Tracey（2003）等认为应从五个维度评价产业集群竞争力，即功能差异化程度、网络密度、网络凝聚力、网络集中化和网络基础设施质量。而Mitra（2003）认为产业集群有11种属性：地域范围、密度、宽度、深度、活动、跨度、领导能力、发展阶段、技术、创新能力和产权结构，综合这11个方面的能力表现，可评判产业集群竞争力状况。可见，定性评价主要是通过分析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来评价产业集群竞争力的整体水平，其特点是主观性较强，所得到的结果也比较模糊，一般难以就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强弱得出明确结论。

在进行定性研究的同时，近几年来许多学者也在尽力探索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定量分析工具和方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学者Padmore和Gibson（1998），他们在波特钻石模型的基础上，建立了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GEM（Groundings-Enterprises-Markets）模型，该模型通过系统方法来评价产业集群的优势和劣势，包含三对共六个决定因素：基础（groundings），包括资源和设施；企业（enterprises），包括供应商及相关辅助产业，企业的结构、战略和竞争；市场（markets），包括本地市场和外部市场。他们根据世界范围的集群竞争标准给六个因素打分，分值从1到10，最后按照公式计算出最终得分，进行定量评价。他们针对加拿大等国家的产业集群的实际应用GEM模型进行了分析，证明了GEM模型的有效性。另外，还有区位熵和投入产出分析法、空间规模法、产业细分法和动力机制法等定量评价方法。意大利学者Elisa Giuliani（2005）以企业内部因素为中心，解释了一些产业集群锐意进取而其他集群落后衰退的原因，她的研究结论说明企业层面的知识基础和集群吸收能力与产业集群潜在的增长之间存在概念上的联系。
[24]



我国学者在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定量评价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徐顽强、李华君、李月（2009）基于GEM模型对武汉光电子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提高竞争力的富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陈剑锋等（2002）用专利数量作为衡量产业集群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并以此评价了产业集群竞争力。郑海天、盛军锋（2003）构建了集群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来量化集群竞争力，并对广东省产业集群竞争力进行了实证研究。林平凡等（2003）设计了工业园区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复合模型，为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提供了参考。蒋录全等（2006）对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体系也进行了分析与设计。他们的尝试为评价产业集群竞争力提供了不少新的思路。

（二）产业集群集聚度评价

张明龙等（2008）认为产业集群集聚度就是对产业集群内部网络生态系统的衡量和对其外部影响力的评价，然后他们分别从上述两个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指标，来评价产业集群的集聚度。关于产业集群的内集聚度评价，包括核心价值网络指标、中围支撑网络指标和外围推动网络指标三个层次，每个层次中又包括若干个指标；关于产业集群的外集聚度评价，则分别从产业集群的地区影响力和产业影响力及其综合分析、产业集群的区位熵分析等方面来设计指标。

何雄浪、李国平（2009）认为产业集聚度的测度指标主要有绝对集中度指数、空间基尼系数、空间集聚指数、区位熵指数、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和哈莱—克依指数等。他们还对这些指标在我国产业集聚度实证研究中的运用进行了评述。

（三）产业集群风险评价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进行了初步研究。张廷海、武云亮（2009）对近年来国内外有关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制约因素和风险机理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归纳与分析。倪荣（2005）运用风险决策模型对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体系进行了初步分析。尹建华等（2009）基于模糊评价法提出了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模型，并对浙江大唐袜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赵联强、贾晓霞（2010）运用综合模糊评价方法对临港产业集群可能面临的风险因素进行了识别并建立了双层评价指标体系。邓小军（2011）在构建集群供应链风险评估框架的基础上，借助三角模糊数评价法对产业集群供应链的风险评估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初步研究成果都值得肯定，但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也需要更多实证案例与数据的支撑。

五、经济预警研究

在1888年的巴黎统计学会上，西方学者第一次用不同的颜色描述经济运行的情况。20世纪30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之后，宏观经济预警思想正式产生。1950年，美国全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统计学家穆尔主持建立了新的经济景气监测系统。此后，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陆续建立了宏观经济预警的专门机构。
[25]



一般认为，我国的宏观经济预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
[26]

 1987年9月，国家统计局在东北财经大学召开的“全国青年统计科学讨论会”是我国第一次宏观经济预警研讨会。
[27]

 1990年，毕大川和刘树成出版的专著《经济周期和预警系统》第一次对我国宏观经济周期波动问题从理论层面到应用层面进行了全面研究。
[28]

 2007年，余根钱编著的《中国经济数据库及监测系统》对我国宏观经济监测预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
[29]



近十几年来，学者们也开始将经济预警理论应用于产业风险预警，备受关注的产业有房地产业、电信业、集成电路产业、农业等。在微观层面，企业风险预警主要集中于企业的财务风险预警、企业营销风险预警及企业经营管理风险预警三个方面。我国学者现国家行政学院教授佘廉站在企业整体经营角度研究了预警问题，早在1993年就提出了“企业预警预控管理系统”，1999年出版了《企业预警管理论》，率先完整地提出了企业预警管理理论体系。近年来，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一大批学者又开始将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公共管理领域，从而开启了公共安全预警与应急管理研究的新方向。

综合上述国内外研究成果，目前学者们对产业集群风险问题的研究已经相当广泛而深入。从研究方法来看，现在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经济学范式，运用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工具从宏观上审视和分析产业集群发展中的风险问题，或者从系统论、组织生态学、网络组织等理论视角出发分析产业集群的风险及其产生的原因，也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的治理措施，例如通过有目的的网络结构调整提高集群防范风险的能力。但是，总体来看，缺乏对产业集群风险的量化研究。对产业集群风险的各项衡量指标、集群正常运行的数量标准、风险识别与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不足，导致不少产业集群风险研究的成果缺少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因此，进一步的研究有必要运用预警管理理论，从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属性出发，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组织结构风险的预警机制，构建预警体制，设计预警方法，进而建立完备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体系，以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30]



第四节 相关基础理论概述

一、复杂网络理论及其应用

（一）复杂网络的特征与理论框架

复杂网络主要是指具有复杂拓扑结构和动力学行为的大规模网络，它是由大量的节点通过边的相互连接而构成的，如现实中的高速公路网络、供电线路网络，虚拟的因特网、万维网，等等。
[31]

 复杂网络的主要特征如下：一是网络中节点与节点之间的连接方式和内容具有多样性；二是网络结构具有动态演进性；三是网络之间的影响具有交互性。复杂网络理论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复杂网络的统计特性、结构模型以及发生在网络上的动力学行为三个方面。

复杂网络已经成为许多学科关注的热点，如图论、统计物理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虽然许多研究成果都属于自然科学范畴，但是复杂网络作为现实社会的抽象，也可以用来描述社会关系和组织关系等，运用复杂网络来考察经济社会现象也日益受到关注。现代复杂网络的快速发展发端于20世纪末美国科学家的两项创新性成果：1998年小世界网络（small world）的发现和1999年无标度网络的发现。此后，学者们通过广泛研究发现许多实际的网络具有一些共同的拓扑统计性质，即小世界性和无标度性，或者称为介于规则与随机之间的复杂性。
[32]



（二）复杂网络在组织网络研究中的应用

近年来，组织的网络化作为管理学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兴趣，逐渐发展成组织理论创新与发展的前沿领域。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组织网络及其内部成员之间具有与复杂网络相同的结构特征和行为模式。Barabási A.L.（2003）指出利用复杂网络理论对企业、产业和经济组织之间的联结方式进行分析，有助于监控和预防大规模的经济衰退。
[33]



在产业集群组织研究中，我国学者蔡宁等将复杂网络理论应用到产业组织理论中，借以探索产业竞争关系，指出产业集群具有大规模复杂网络的结构特征，包括小世界、无标度和群落结构等；产业集群的复杂网络特征直接影响集群竞争力，使得产业集群在抵御外部风险的过程中同时具有鲁棒性和脆弱性的双重特征。
[34]

 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处理具体产业集群案例的实际数据分析了产业集群的网络拓扑结构，研究了网络结构、节点变化对集群演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从而全面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复杂网络结构。例如，王发明等学者用复杂网络理论中刻画网络结构的三个统计结构变量——度分布、聚集系数以及平均最短路径长度——分析了美国128公路地区产业集群衰退的原因，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了借鉴与启示。
[35]

 这反映出学界已经开始了对复杂网络理论在组织网络甚至产业集群研究中的应用的有益探索，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果。

二、公共安全预警管理理论的演进

自美国的“9·11”事件以来，由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各类公共突发事件越来越频发，给人类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和严重的后果。究其原因，一是气候和自然环境不断恶化；二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三是世界政治秩序不平等；四是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使现代社会系统的“脆弱性”增强。人类社会面临日益严重的各种危机和突发事件，催生了公共安全预警管理理论。

公共安全预警管理理论产生于经济管理、公共管理、政治学、决策理论、计算机和信息科学等多个学科，主要是指利用现代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安全科学、管理科学知识与技术等，对潜在公共突发事件进行监测、预测、报警、早期干预，在事件爆发后进行应急反应、联动救援的系统管理活动。作为一门正在形成的新型学科，公共安全预警管理理论的核心内容主要如下：一是公共安全事件的诱发和演化机理；二是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管理体制与机制；三是公共安全事件的应急理论和技术；四是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预警理论和技术；五是应急心理及其干预方法。同时，在公共安全预警与应急管理的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中存在亟待解决的关键性理论与技术问题：一是关于预警信息的基础理论问题；二是关于应急资源的基础理论问题；三是关于应急法规法理的基础理论问题；四是应急技术与方法问题。
[36]



第五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研究发现，目前针对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集中于传统经济学方法，只是运用产业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或者只限于对企业本身风险的研究，关于集群的风险预警机制和对策缺乏研究，特别是基于实证调研的定量分析还是空白。产业集群的风险预警管理研究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产业集群风险的特殊性。“从质上来说，同任何一个复杂而庞大的系统一样，产业集群的运行有着自身的脆弱性；从量上来说，由于产业集群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体，因此其一旦出现问题，将可能导致整个区域经济的衰退甚至崩溃，并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福利以至生计。”
[37]



本研究通过实证调研发现产业集群的形态多种多样，既有正在形成和处于发展中的产业集群，它们多数是若干企业的简单“扎堆”，各个企业之间缺乏产业联系与协作，也有成熟的比较规范的产业集群，其中核心企业之间具有紧密的产业关联性或者技术协作关系，并且已经形成了为核心企业提供各种配套服务的各类社会组织，这样的产业集群可以称为网络组织；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既有非网络化、正在形成中的产业集群，也有已经形成网络、比较成熟的产业集群。即使是已经形成成熟网络的产业集群，它们的网络结构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产业集群的风险也是多种多样的，同时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复杂多变。本研究试图在前人的基础上，选择已经网络化的产业集群的内部结构性风险展开研究，在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及其形成原因的基础上，研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问题。

二、研究思路

本研究运用产业集群理论、网络组织理论、复杂网络理论、模块化理论、灰色系统理论、统计调查与分析、风险管理和预警管理理论，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进行了综合研究。基本研究思路是：首先，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属性出发，辨析集群网络结构与风险的相互关系，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形成机理与演化规律。运用预警管理理论研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体制，提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方法，设计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其次，运用研究结论对浙江省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与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特别是对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的集聚度进行空间计量经济分析，揭示产业集群集聚度与集群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提出浙江省典型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控对策。最后，对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进行调查，取得第一手的数据资料，分析其网络结构特点，构建风险预警管理系统，提出预控管理建议，作为对理论研究成果的实际运用和进一步检验。

三、研究方法

（一）系统分析方法

把产业集群视为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耗散结构网络系统，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方法，从产业集群网络系统各个组织特性出发，深入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形成机理及其动态演化规律。

（二）统计调查方法

采取访谈与问卷相结合的统计调查方法，对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进行实证研究，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处理调查数据，采用SPSS作为统计分析的软件工具。

（三）灰色关联分析法

产业集群作为跨行政区的区域经济集聚现象，政府统计部门的数据资料难以全面反映产业集群的各项定量指标。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研究搜集到的浙江省典型集群数据只有2008—2011年四年的面板数据，不能满足运用计量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的要求，所以拟借鉴灰色关联理论的方法来分析产业集群集聚度指数和集群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

（四）熵值法

鉴于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方法主要采用主观赋权法中的AHP和ANP，如果确定指标权重时仍然运用这种方法，那么评价者主观上的差异将会影响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因此，本研究以浙江省典型集群为例，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来确定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的权重，并进行综合分析。

四、技术线路

总体上包括导论、研究现状分析、理论研究、实证研究、研究结论等环节。具体技术线路如图1—5所示。

[image: ]
图1—5 技术路线示意图



第六节 本章小结

本章是本研究展开的必要前提和基础。首先，通过介绍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概况和国际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的经验，阐述了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其次，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概括了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复杂网络理论和预警管理理论的主要观点。最后，简要介绍了本研究的主要思路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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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基本范畴

经检索中国期刊网，以“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作为研究主题的期刊论文在2011年以前共有185篇。其中，以“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为主题的有45篇，涉及“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只有23篇。已有文献大多是研究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风险的关系，比较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估方法等。而且，研究的视角不统一，对概念的内涵界定不一致。因此，首先需要对本研究相关的基本范畴和概念进行界定与阐述，以明确研究的对象和目标。

第一节 产业集群

一、产业集群及其要素

一般认为，产业集群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波特第一次提出的。他在考察了多个国家的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影响区域产业竞争力的“钻石模型”
[1]

 。他认为资源要素、需求条件、辅助行业和企业战略是构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四个基本要素，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辅助因素，即机遇和政府。一般情况下，由于机遇不可控，因此政府政策的影响就是不容忽视的。

自波特以来，产业集群逐渐成为研究区域发展与竞争力的时髦概念。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产业集群对区域和产业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在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研究将产业集群的概念表述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某些（或某一）产业的资本、劳动力、技术和企业家集中于某一地区时，在既竞争又合作的特定领域内，由彼此关联的公司、专业化的供货商、服务供应商和相关产业的企业，以及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组成的网络组织。

学者们普遍认为，作为网络组织的一种结构形态，产业集群包括三个基本的组成要素——行为主体、活动和资源，它们以某种固定的结构存在于集群网络系统中。行为主体包括集群企业、集群自律和服务机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等；活动是指集群通过自身网络系统的协同实现集群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最大化，从而实现集群的良性发展；资源是指产业集群所拥有的人、财、物、信息等各类有形和无形资源的总称。

二、产业集群的特征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产业集聚形态，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集群企业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产业集群的成员企业间一般都存在密切的产业联系，或者共享技术、信息、市场。因此，各成员企业之间是一种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互动关系。这种竞争合作关系一方面有利于信息、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可以增强集群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有时候也会造成集群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从而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柠檬市场”风险。

第二，弹性专业化，又称弹性专精。集群内大量的中小企业之间形成了既密切又灵活的专业化协作关系，集群外部市场和供给的不确定性又使得这种协作关系具有松散性和不稳定性，促进了中小企业间生产的相对分离，提高了产业集群网络联系的弹性。

第三，地方网络化。地方网络化是指产业集群是由集聚在一定区域范围之内的多个经济社会组织构成的网络组织。而且，这一网络组织是有一定结构和层次的，一般情况下由里向外依次为核心企业、协作企业、中介服务组织、政府组织和其他相关社会组织。

第四，社会根植性。这是产业集群的一个主要标志。根植性是经济社会学概念，是指经济行为嵌入社会关系中，考察经济行为时要注意它的社会网络关系，产业集群成员之间不仅有经济联系，还有社会、文化、政治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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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集群的作用

根据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和经验，产业集群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产业集群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集群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这些依托乡镇和农村资源、人口和市场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极大地提高了工业产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吸收了当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加快了我国一定区域内的工业化进程。例如，浙江省的温州市在改革开放初期还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贫困地区，随着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皮鞋、打火机等小商品制造业集群的快速兴起，在短短几年内就发展成为在浙江省首屈一指、闻名全国的新兴工业城市。

第二，产业集群可促进企业的专业化协作和技术创新。产业集群使得企业生产的分工更加精细和专业，高度的专业化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成本。生产相同或相近产品的企业集聚在一起，可以促进信息的交流与共享，缩短技术更新的周期。集群企业之间的良性竞争也可推动企业加快技术创新步伐。从这个角度分析，产业集群也是一个技术创新网络系统，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创新集群的概念。

第三，产业集群可带动关联产业的发展和产业链条的延伸。从事一种核心产业的众多企业的集聚，必然增加对上下游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原材料与配套产业的发展，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提高产业集群网络的整体经济效益。浙江绍兴的大唐袜业产业集群从袜业机械制造到原料生产，再到袜子的生产、染整、定型、包装、营销、物流等全过程的横向分工和垂直分工明显，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2011年大唐镇共生产各类袜子82亿双，实现工业总产值235亿元、销售收入214亿元和利润17亿元，产量占全国的65%、全球的三分之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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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产业集群有助于加快就业人口的集聚和城镇化进程。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必然带动相关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应地就是就业的增加和人口的集聚。浙江嵊州领带集群企业达1000多家，从业人员达3万人；诸暨大唐镇的袜业集群辐射了14个乡镇、120多个村，从业人员达15万人。绍兴市有影响力的轻工业产业集群达35个，从业人员约占全市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的71%。工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镇建设。大唐镇在城镇建设中累计投入近10亿元，其中民间资金达7亿多元；织里镇城镇建设资金的80%来自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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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绍兴市短短数年便发展成为全国有名的轻纺城市——“中国轻纺城”，2012年度市场成交额达973亿元，在全国同类市场中名列前茅。

第五，产业集群有助于培育企业家队伍、优化社会结构。依靠大量中小企业的集聚发展起来的产业集群促进了众多的企业主组成的企业家队伍的成长，也推动了企业管理人员和劳动者专业素质的提高。随着企业家数量的增加和在社会成员中所占比例的提高，人口素质将会不断提高，社会成员结构也会持续优化，逐步形成以倡导创新创业和团队合作为特征的区域文化，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和文明进步。

第二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

一、产业集群的网络层次

如前所述，产业集群是由多个行为主体组成的网络组织。在哈堪森和斯涅何塔提出的网络组织结构模型的基础上，学者们一般将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从里到外分为三个层次，即核心网络层、中间网络层和外围网络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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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各个层次的结构和相互关系如图2—1所示。核心网络层也称企业网络层，主要包括核心企业（群）、竞争企业、供应企业、销售企业、互补企业等，它们构成了产业集群网络系统的核心子系统，各企业之间通过既竞争又合作的依存关系形成相对稳定的产业链；中间网络层也可以称为支撑网络层或辅助网络层
[6]

 ，包括地方政府的经济贸易、科技信息、财政税务等相关职能部门，教育科研、人才招聘、市场信息、产业指导等非营利性公共服务机构，行业协会、技术协会和企业家协会等集群代理结构，以及各种营利性的中介服务机构，如金融担保、资产评估、技术咨询、法律服务等，这些机构为企业网络整体提供各种代理和中介性有偿服务；外围网络层也可以称为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主要指影响产业集群发展的基础设施、法律法规和制度框架、人际关系和区域文化风尚等外部社会环境因素。

[image: ]
图2—1 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参考相关资料绘制。

二、产业集群的网络特征

根据上述对产业集群网络层次的分析，可以概括出产业集群的如下网络特征：第一，层次性。即，产业集群表现为一个从里到外多层次的互动网络结构。第二，稳定性。直接体现为产业集群的根植性特征，是指产业集群的经济活动深深嵌入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网络中，扎根于当地的社会文化中，从而导致集群的网络组织结构形成以后，会保持相对的稳定性。第三，动态性，或者称为学习性、创新性。它是指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产业集群形成于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学习的区域环境与氛围中，各个行为主体在面对各种挑战和机遇的过程中，不断增强能动地做出快速和柔性反应的能力，持久的创新能力是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

三、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内涵

对产业集群的网络层次和网络结构的分析说明，产业集群网络要素之间存在密切的竞合关系，集群中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相关机构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既竞争又协作，相互支持，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结构性的网络系统。而且，除了经济联系以外，产业集群行为主体之间还存在社会文化联系。总之，产业集群各行为主体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方式，形成具有一定特点的网络联系和结构关系，不同的产业集群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因此，最后我们可以概括出，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是指集群内部各行为主体之间、行为主体与集群网络整体之间存在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各种方式，表现为不同集群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性，进而影响集群网络的整体效率。

第三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

一、产业集群风险及其分类

综合目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学者们一般将产业集群风险分为两大类：内生性风险和外生性风险。内生性风险是指在产业集群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中由内部衍生的风险，是集群走向衰退的根本性因素，主要包括结构性风险、网络性风险和生态性风险等。外生性风险是由集群走向衰退的外部诱发性因素导致的风险，包括周期性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等。

（一）内生性风险

产业集群的结构性风险是指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导致自身应对外界环境变化的能力逐渐弱化，致使产业集群逐渐走向衰落的风险。企业集群老化或衰亡会对区域经济造成危害，由于其资源高度集中于一个产业或者某种单一产品，因此可能拖垮整个区域经济。

产业集群网络性风险就是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造成集群抗风险能力的差异性的风险。正如我国学者蔡宁等的研究成果所得出的结论所表明的，集群网络结构才是影响集群风险的内在根本因素。他们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的小世界属性可能导致网络的锁定效应，无标度特征使得集群网络的抗风险能力同时具有鲁棒性和脆弱性双重特征；一个网络平均路径较长的集群网络对其网络连接方式的改变往往会滞后于外部环境的变化，甚至被环境淘汰。

有学者运用组织生态学理论，从组织变革与结构惰性、选择的限制、生存与竞争三方面对产业集群面临的风险进行了研究，指出这些因素使产业集群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从这个角度讲，产业集群的内生性风险也可以称为生态性风险。学者吴晓波借鉴植物学术语把产业集群由于自身特性而滋生的内生性风险称为“自稔性”风险。

综合分析，结构性风险、网络性风险和生态性风险三种风险的分类，只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的一种描述，其内在含义是一致的。

（二）外生性风险

产业集群外部的经济社会环境给产业集群带来的风险和威胁，有时候也是不容忽视的。周期性的经济萧条会影响产业集群的销售市场，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和制度变革会决定产业集群的发展战略和经营方针，区域文化和社会观念也会对产业集群的创新意识和企业家观念产生影响。这些都可以归类为产业集群的外生性风险。

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概念

基于以上对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与风险分类的分析，本研究认为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主要是指由产业集群企业组织网络的结构特征、产业集群内各个行为主体的活动与相互影响以及产业集群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结构所带来的各种风险。

可见，网络结构风险是产业集群内生性风险的主要表现形式。应该根据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层次进一步分析网络结构与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采取有针对性的预警预控措施，防范风险，以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

从宏观角度看，产业集群风险属于经济风险的范畴，相对于产业风险而言，又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从微观角度看，产业集群风险与集群内企业风险密切相关，但又有其系统性和复杂性。这也是本研究的重要性和难点之所在。在前面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特征及其风险的内涵进行分析界定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根据产业集群风险的特殊性，界定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根据经济风险预警的原理，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管理机制

既然从宏观上看，产业集群风险属于经济风险，那么我们就应该遵循经济风险预警的原理来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问题。虽然经济预警目前还没有成熟的统一的理论，但是，经济预警从逻辑上讲，一般包括这样几个阶段：明确警义，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并预报警度。具体来说，就是指作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管理机制，首先应该确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对象与目标，明确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预警的任务与功能；然后就是落实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动力机制与运行机理。

二、按照公共安全预警的框架，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管理体制

从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分析中，我们知道产业集群既不同于一般的企业组织，也不同于一般的产业组织，它是一个多层次的网络组织，其中也包括中介服务组织、行业自律组织和政府组织。因此，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安全的特征，需要在公共安全预警管理的体制框架内相应建立能够履行各项预警职能的组织体系，从而发挥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管理机制的作用，完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目标任务。

三、借鉴企业风险预警的方法，设计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管理方法

我们知道，企业处于产业集群网络的核心层次，从根本上分析，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主要还是由企业风险引起的，或者是外部风险在集群企业中的反映与传导。因此，我们可以在借鉴企业风险预警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特点来设计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评价方法、预警指标、操作方法和预控对策。

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章在吸收和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本研究涉及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了初步界定和分析。从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到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对已有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对本研究的特定研究对象进行了分析，初步确定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明确了目标和任务。

注释：


[1]
 迈克尔·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2），21～31页。


[2]
 参见王缉慈：《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和区域发展》，87页、133～13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
 资料来源于浙江民营企业网（http://www.zj123.com/info/detail-d171716.htm）。


[4]
 数据来源于国研网上的文章《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5]
 参见魏江：《产业集群——创新系统与技术学习》，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6]
 参见张明龙等：《产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第三章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风险的关系

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作为集群内部各个行为主体相互关系的外在表征，是影响集群网络特征以及集群内行为主体产出水平的重要因素，与集群的生命力息息相关。因此，研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首先需要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出发，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风险的相互关系。

第一节 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层次与风险

产业集群作为一个社会网络组织系统，其构成具有一定的网络层次。而这种层次性直接影响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表现为不同的网络层次产生不同的风险。本研究在借鉴前人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风险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依次从企业网络结构、支撑网络结构和社会网络结构三个层次分析归纳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特征。

一、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结构与风险

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按照产业集群内企业组织的关联结构，产业集群企业网络层的行动者之间的链接关系可以归纳为四类常见模式（如图3—1所示）：马歇尔式、轮轴式、卫星平台式和沙滩式。本研究调研了浙江省的多个典型产业集群，经过对比分析，现将各种集群模式的主要结构特征及其易于产生的风险归纳如表3—1所示，各种典型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具体表现将在第七章的实证分析中阐述。

[image: ]
图3—1 产业集群四类常见模式的网络结构示意图



资料来源：作者参考Markusen（1996）和李凯、李世杰（2007）的相关图形整理绘制。


表3—1 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结构与风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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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image: ]


二、产业集群的支撑网络结构与风险

在产业集群网络中，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主要是指核心网络层的企业组织和支撑网络层的各类社会组织在集群网络中的相互影响。支撑网络中的行为主体按照类别可以分为研发机构、各类服务机构、自律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等。

（一）研发机构与产业集群风险

来自研发网络的产业集群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人才培养上，大学特别是地方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和专业设置与企业需求的匹配性不高，二者甚至脱节，而大学教育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往往滞后于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近年来，我国江苏、浙江、广东等省份的许多企业出现技工荒，就充分反映了地方院校在企业专业化人才培养上的缺位。另一方面，在技术创新和服务方面，比较技术创新的三种模式，即自主创新、模仿创新和合作创新，产学研的合作创新存在的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
[1]

 第一，合作的动力不足，活力不强。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目标追求，大学教师和科研人员主要关注学术成果和个人价值的实现，而对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关注不够。第二，合作各方在管理体制上条块分割，各自为政，使得产学研合作缺乏统一协调的制度和机制，缺乏管理体制方面的保证。第三，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表现在合作各方在科技成果转让的价格问题、研发实体的投资与利益分配比例问题、成果权归属和知识产权问题等方面，缺乏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第四，外部条件不足产生风险，如合作信息、合作资金和政策法规的不到位等。

（二）服务机构与产业集群风险

金融服务业对于产业集群中大量存在的中小企业意义重大。但是针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存在的问题很多。一是中小企业具有自身的特点，数量多、规模小，财务管理不规范，造成针对中小企业的信用缺失和担保体系不健全；二是贷款风险和成本偏高，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具有时间急、频率高、数额小、风险大和成本高的特点，加上中小企业的高倒闭率和高违约率，从而导致银行不愿对中小企业贷款；三是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政策歧视，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即使经营业绩较好，在享受信贷支持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在我国现有金融体系中，更没有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
[2]



服务网络是指为集群企业的生产经营提供市场交易、信息咨询、法律、财务、会议展览、资产评估、物流配送等方面的服务的各种社会组织构成的网络，其中存在的问题与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点。
[3]

 一是供给严重短缺，与企业的需求有很大差距。例如，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多数产业集群产生了应对国际贸易摩擦、争取国际机构认证乃至开拓国际融资渠道等新的需求，由此导致对优质高效的国际化商务服务的需求迅速扩张。但是，在浙江的许多地市甚至杭州，相关专业化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二是目前的集群服务企业的服务水平和质量也亟待提高，仍然存在企业规模小、层次低、服务和业态同质性强，甚至恶性竞争、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等突出问题。有些企业甚至采取相互拆台、相互压价等恶性竞争行为，给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了潜在风险。三是集群服务业的信息化和基础设施建设有待加强。信息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的状况会影响服务的供给成本和风险，目前在浙江省，物流业信息化程度低仍是制约现代物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四是对集群企业现实需求的凝聚和潜在需求的引导激励不足。部分生产性服务质量差、费用高且不稳定，妨碍现实需求向有效需求转化，从而导致集群企业成本增加、风险系数加大。

（三）自律机构与产业集群风险

集群自律机构主要是指由当地政府和集群内企业共同发起设立，代表集群整体利益，帮助集群成员实现自我管理的社会组织，表现形式有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和专业技术协会等。行业协会作用的效果与协会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积极性有关。波特曾指出目前的同业公会似乎太过狭隘，只包括本产业成员，而未包含供应商、相关产业企业
[4]

 ，由此导致行业协会在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中易于滋生风险。首先，与政府和其他相关机构的沟通渠道不畅，使得行业协会的信息获取能力不足。其次，从组织性质来看，行业协会是集群内企业个体形成的组织化团体，是一种组织化的关系合约。其发挥作用并非基于治理的权威性，因此缺乏管理企业的强制性权威，容易造成行业内“搭便车”现象。最后，行业协会的外向度和开放性不强，使得协会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能力和经验不足。
[5]



（四）政府部门与产业集群风险

我国目前转型期的经济社会特点和体制特征，导致政府在处理与集群企业的关系时容易产生的消极影响与风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政策性风险。即政府的法律法规、发展规划、财税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变化与调整，都可能给产业集群的生存与发展带来风险。第二，政府失灵。这是指政府的过多干预或者权力的寻租，会破坏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环境，导致产业集群的衰落或迁出。第三，不同区域政府之间恶性竞争，竞相出台优惠政策以吸引企业投资，会造成产业集群在区域之间不合理的迁移，结果必然会导致一个地方产业集群的衰败和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产业集群整体布局的优化与协调。

三、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结构与风险

产业集群作为模块化的经济社会网络组织，必然镶嵌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之中，网络组织的治理结构与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结构密切相关。这种社会嵌入性（也称为根植性）按照新经济社会学家格兰诺维特的观点，可以分为结构性嵌入和关系性嵌入。
[6]



（一）社会网络结构性嵌入与产业集群风险

结构性嵌入是指产业集群不可避免地嵌入所在区域的社会文化结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从而形成某种特质，使其未来的演进和发展具有不断保持、强化这些特质，并且很难被其他潜在的、更优秀的结构性特征所替代的倾向。

一方面，社会文化结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是区域社会成员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缓慢积累形成的，是社会成员集体学习的结果，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与惰性，一旦形成，很难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因此，相对于外部环境的迅速变化和不可预见性，非正式制度具有充分的相对滞后性与不同步性。另一方面，区域的历史传统、企业家精神、价值观甚至经济主体的行为习惯往往可以通过对新成员的教化及耳濡目染实现循环式再生，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地传输和复制，深深地嵌入本区域的社会网络中。社会文化结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的时滞性和同质性再生导致了结构性嵌入依赖的产生。当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经济社会环境发生改变时，这种依赖性就会成为信息传播、技术进步与经济转型的壁垒，使产业集群被锁定在原有的发展轨道上低效率运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过度地嵌入本地社会网络的产业集群由于很难在全球范围有效地整合资源，必然会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二）社会网络关系性嵌入与产业集群风险

关系性嵌入依赖是指行为主体所嵌入的关系网络一旦形成某种特征及规模，便沿着既有节点不断自我增强、扩张，从而具有使行为主体很难再选择其他的甚至更优质的网络关系的特性。这种关系网络是指人们在各种非正式场合形成的能给行为主体带来既有情感和社会交往功能又有互惠意义的合作关系，主要包括建立在亲缘、地缘、业缘、学缘等基础上的社会关系。

虽然基于信任的网络关系被认为是产业集群的有效治理机制，但是如前所述，关系性嵌入也会使产业集群产生依赖，导致集群成员合作的低效率，进而导致集群成长的锁定。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对于由亲缘和地缘关系性依赖产生的社会关系专有性，波茨指出了其负面效应：“为团体成员带来利益的强大联系通常也能禁止其他人获得利益；由于团体或者共同体封闭在特定条件下，因此可能阻碍其成员商业创新的成功。”
[7]

 随着集群网络密度增大，集群成员受到社会关系的约束力量也越大，波茨所说的这种负面效应就越强。另一方面，由业缘关系性依赖产生的社会关系专有性，从集群企业网络结构的视角来看，就表现为众多中小企业在业务和技术上对少数核心大企业的高度依赖，导致集群专用性资产比例过高，企业生产灵活性降低，将产业集群发展的风险高度集中化。这与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结构类型与风险研究的理论视角不同，但是研究结果相同。

第二节 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性与风险

产业集群作为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网络系统，必定具有其自身的网络特性，从而表现出一定的整体特征。其中，最显著的两个方面是产业集群网络的自组织特性和复杂网络特征。在分析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各个层次与风险的相互关系以后，下面进一步分析产业集群的网络特性与风险的关系，以便为正确评价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和构建预警机制提供理论依据。

一、产业集群网络的自组织特性

由比利时物理化学家普利高津创立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一个具有自组织演化能力的开放系统一般同时具备四个条件：一是它是一个开放系统；二是始终处于非平衡状态；三是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表现出非线性特征；四是涨落机制会导致系统的有序状态。
[8]

 下面从这四个方面分别分析产业集群系统是否具有自组织能力。

（1）产业集群是一个开放系统。产业集群是一个不断与外部社会环境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交换的开放系统（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参见图2—1）。通过对产业集群的实证调研发现，任何一个产业集群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区域环境，包括资源、经济、技术、文化和社会等各种环境因素，也包括政府的扶持政策。正是在与外部的不断交换中，积聚起自身的资源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等，产业集群才能得以产生并不断壮大。
[9]

 产业集群如果是一个封闭系统，不能与外界进行物质与能量交换，那么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2）产业集群是一个非平衡系统。产业集群的非平衡性首先来自产业集群整体的竞争优势和技术优势。产业集群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就是因为这种产业的集聚能够产生规模效益。比较而言，产业集群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优势，能够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此外，产业集群内部也处于不均衡状态。一般地，总是少数核心大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中处于支配地位，而另一些企业处于从属地位。这就决定了在产业集群内部，资源和能量的流动是单向和非均衡的。

（3）产业集群是一个非线性系统。产业集群内部各个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表现为相互竞争与合作，这种作用的结果是非线性的，开始时会产生1+1＞2的效果。这时，企业之间的竞争是良性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追加资本或者劳动投入时，会出现规模效益递增。但是，超过一定界限时，就是当企业之间表现为恶性竞争时，将导致企业都遭受损失，而出现1+1＜2的结果。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产业集群是一个非线性系统。

（4）产业集群系统存在涨落机制。产业集群的衍生和成长过程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相互合作，打破企业和其他相关行为主体的原有生存状态，通过不断聚集扩大规模，形成新的网络结构。
[10]

 同时这种结构又处于不断的涨落变化过程中，如果不适应也可能在涨落中衰亡。由于产业集群系统内企业的生存发展能力是有差异的，由生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主导的产业集群，其衍生和发展能力也较强；由生存竞争能力弱的企业主导的产业集群，其衍生和发展能力也较弱。
[11]

 所以，涨落机制是产业集群不断衍生和发展的原始推动力。

二、产业集群的复杂网络结构特征

（一）产业集群复杂网络的结构属性

国内学者蔡宁通过对温州鞋革业、中关村IT业等集群的分析，发现产业集群具有复杂网络的主要结构特征。
[12]

 其一，集群中企业与企业之间、企业与各种机构之间在投入产出链、技术合作以及劳动力流动方面有着广泛而复杂的关系。这种密集的互动关系被称为网络的小世界特征；其二，产业集群中各主体之间的联系节点的分布并不是均匀的，一些核心企业或者重要的中介机构成为联系密集的集散节点，而那些小企业或者次要的辅助机构的联系节点相对较少，集群网络的结构和特性就主要由那些重要的集散节点所决定，这种结构属性就是复杂网络的无标度特征；其三，产业集群网络中的各个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强度不是对等的，各个节点之间的连接有不同的权值，这是因为产业集群中主体存在有限理性或信息不对称，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作用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方向性，因此，有学者把产业集群网络称为有向含权的复杂网络。
[13]



（二）基于复杂网络结构的产业集群风险

蔡宁等人的研究指出
[14]

 :其一，网络的小世界属性可能导致集群网络的锁定效应，因为过于密集的网络集聚可能阻碍集群网络与外界的信息交流，导致集群的创新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下降。其二，无标度特征使得集群网络的抗风险能力具有鲁棒性特征。这是指集群网络中存在大量的非关键节点，即大量的非核心企业和组织，它们进出网络或者消失对网络整体不会产生明显影响。其三，无标度特征也会使得集群网络的抗风险能力具有脆弱性特征。这是指集群网络中少数的关键节点，即核心企业对整个集群网络的兴衰具有关键影响，其一旦发生风险，将会导致整个集群的衰亡。

第三节 产业集群的网络演化机制与风险

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层次和网络结构特性都是对产业集群网络的静态刻画。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网络系统，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处在动态演化过程中。产业集群的网络演化机制既是推动产业集群网络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同时也是产生产业集群风险的根源所在。本研究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将产业集群的网络演化机制主要归纳为竞争合作机制、资源整合机制、溢出扩散机制和产业链延伸机制四个方面。

一、产业集群的竞争合作机制

产业集群内的各企业从根本上分析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这种竞合关系促进了产业集群网络的形成与发展。合作关系使得集聚在一起的众多中小企业能够共享资源和信息，产生规模效益；竞争关系又激励企业为了取得相对于其他企业的优势地位而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一方面，竞合机制作用的正确发挥能够产生促进产业集群网络演化的正能量，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如果集群企业之间的合作演化成生产同一种产品的简单模仿或仿制，那么将会抑制企业的技术创新，导致产业集群的技术“锁定”；如果集群企业之间的竞争成为竞相“拆台”、相互压价的恶性竞争，甚至生产假冒伪劣产品，那么将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些都是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产生的根本原因，我国许多地方由大量中小企业“扎堆”形成的产业层次较低的产业集群“昙花一现”，也充分印证了这一点。例如，浙江永康的保温杯产业集群就是典型例证。

二、产业集群的资源整合机制

产业集群的衍生一般都基于区域内一定的资源优势。这里所指的资源既包括有形的物质资源，如资金、原材料、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消费市场等，也包括无形的智力资源，如知识、技术、信息、文化等。正是基于各种资源的整合机制，在某种优势资源的基础上，对其他资源进一步创新整合，形成了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也塑造出不同产业集群的发展方向和特色。例如，浙江杭州的余杭区通过整合当地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优势，积极实施“一镇（乡）一品”发展战略，着力在全区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知名品牌，引领当地品牌农业集群快速发展，成功注册了“径山茶”“塘栖枇杷”“鸬鸟蜜梨”三个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本”牌鳖、“百丈”竹制品、“黄湖笋干”等七个集体商标。2013年，全区品牌农业经济总量突破35亿元，占全部农业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带动了就业和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循环经济链的形成。同时，随着产业集群的成长与壮大，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快速上升，与此相伴而生的集群风险主要表现为：随着产品数量增加产品质量下降；在一定区域内，产业集群的资源约束性增强。这些因素都将导致产业集群的网络性风险不断增强。

三、产业集群的溢出扩散机制

所谓溢出机制，是指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使得集群内企业可以通过共享原材料、基础设施、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降低成本，提高竞争力。这种溢出分为物理溢出和智力溢出两类。扩散机制是指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对所在区域经济社会的综合影响。经济方面主要是促进经济发展，推动技术进步，提高产业竞争力和带动第三产业发展；社会方面主要是带动社会就业增加，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育企业家队伍等。例如，浙江桐乡羊毛衫产业集群目前是全国最大的羊毛衫集散中心，“日产百万衣”，销往全国及世界各地，羊毛衫产量占到全国的60%以上。羊毛衫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产生了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过去二三十年，桐乡市濮院镇的羊毛衫市场已经孕育出了一条涵盖纺纱、编织、印染、后整理、辅料、机械制造、检验检测、包装、科技服务、市场交易等的完整的产业链，同时带动了物流业、旅游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人口只有1万的桐乡乌镇年接待游客800万人次，旅游业产值占到全镇经济总量的50%以上。今后，该产业集群面临的挑战是必须加快羊毛衫产业的转型升级，因为针织加工业处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最低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过度的竞争可能导致“柠檬市场”现象显现；企业之间技术和信息一体化，将导致相互依赖性和技术创新的惰性增强。当产业集群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时，很可能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而导致整个集群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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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集群的产业链延伸机制

一般地，伴随着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张，都会产生集群产业链的纵向和横向延伸。纵向延伸是指专业化分工不断细化和加深的趋势，横向延伸则是向主导产业的关联产业和支撑产业扩展的过程。这两者的融合最终表现为产业集群的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发展壮大。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的丝绸纺织业集群，随着丝绸纺织业的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集种桑、养蚕、缫丝和聚酯切片、纺丝、织造、印染、后整理、服装、服饰为一体的纵向丝绸纺织生产链和从产品研制、开发、生产到市场集散、外贸、物流、信息配套的横向丝绸纺织产业网络，成为我国主要的丝绸纺织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和产品集散地，为吴江市赢得了“日出万绸、衣被天下”的美誉。但是，在当前的宏观经济新常态下，吴江丝绸纺织业也面临着国际产业转移的挑战，劳动力成本上升、中低档纺织产品产能过剩、产业整体转型升级困难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个产业集群辉煌的背后往往潜伏着风险与危机，随着产业链的延伸，风险爆发的概率也在增加。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面临资源、技术、市场和政策风险。产业链风险管理理论强调，应该不断增强产业链的柔性和弹性，以增强产业集群的抗风险能力。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运用产业集群理论、系统理论、复杂网络理论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风险之间的关系。主要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层次、网络结构特性和网络演化机制三个维度对产业集群网络进行了静态和动态分析。理论与实证的分析结论都说明，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是导致产业集群风险的内部根源。本章的研究结论为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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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

研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主要目的，就是构建一个能够监测、识别、诊断、预控、矫正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系统，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为此，首先需要明确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动力机制和运行机理等。

第一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理论基础

鉴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复杂性和产业集群风险的特殊性，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没有既定的理论体系和现成的理论方法。我们只能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原则和方法，确定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指导思想。

一、现代决策理论的启示

现代决策理论指出，虽然完全理性的决策是最理想、最有效率的，但是，在现实世界中管理者所掌握的信息是有限的，而且人们对信息的利用能力、认识能力和对未来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因此，制定的决策方案往往是有限理性的，或者是相对满意的。

根据前面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的分析，产业集群作为一个社会网络组织系统，更是面临着各种未知和不确定因素，既有定量数据，也有不可定量的影响因素。因此，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研究要遵循现代决策理论的指导原则，综合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根据能够掌握的有限信息制定相对科学的决策模型和管理方案。既要有一定的科学性、完整性，又要从实际出发，使得采取的预警决策方案有一定的操作性和指导性。因为预警管理强调的是防患于未然，注重时效性，一旦错失良机，再完美、再科学的方案也都会失去实际意义。从这个角度讲，现代决策理论应该而且必须作为产业集群风险预警管理的指导原则之一。

二、系统科学方法的借鉴

系统工程学认为，从理论上讲，如果能够完全满足所需要的约束条件，那么任何系统都可以达到最理想的状态。然而，正如上面决策理论分析的结论所述，社会组织系统在人类的参与下，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人类的认识活动永远处在向理想状态趋近的非优进程中。
[1]



作为人类认识复杂系统的方法论基础，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和哲学家路德维格·贝塔朗菲所创立的系统论认为，系统的功能是由系统的结构决定的，系统是动态变化的，系统的整体功能可能大于各个组成部分，并达到最优。
[2]

 系统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衍生出了耗散结构论、协同论和突变论三个分支学科。耗散结构论主要研究开放系统在非平衡状态下所具有的自组织演化规律。协同论是研究系统中各个组成单元之间的关系结构及其演化规律的科学。突变论主要运用拓扑学、奇点理论和稳定性数学理论方法研究自然和社会经济系统的非连续性突变现象及其一般规律，它指出突变现象在任何系统的演化过程中都具有普遍意义。
[3]



根据本研究在第二章的分析结论，产业集群是一个具有自组织能力的耗散结构网络系统。因此，研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应该而且能够将系统科学理论的研究结论作为方法论基础。例如，突变论关于临界点的概念就为预警指标的设计和值域的设定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对照耗散结构论的主要观点，可以清楚地看出产业集群网络系统的自组织特征。在后面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预警指标的设计和预警对策的制定中本研究将具体运用系统论的主要观点。

三、灰色关联理论的运用

灰色系统理论与概率论、模糊数学并称为研究不确定性系统的三种常用方法。灰色系统理论可以克服数据不足或系统周期短的矛盾，能够利用“少数据”建模的方法研究现实规律。这种理论提出了关联度分析的概念，其基本原理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厘清系统中各因素间的主要关系，找出影响最大的因素，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

灰色关联度分析就是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的定量描述和比较。关联度是对两个系统或两个因素之间关联性大小的度量，它用来描述系统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间相对变化的情况，即变化的大小、方向及速度等指标的相对性。如果两者在系统发展过程中相对变化基本一致，就认为两者关联度大；反之，两者关联度就小。相对于其他定量分析方法，灰色关联分析的主要优点有：（1）建立的模型属于非函数形式的序列模型，计算方便易行；（2）对样本数量多寡没有严格要求；（3）不要求序列数据必须符合正态分布；（4）不会产生与定性分析大相径庭的结论。

产业集群是多个社会组织构成的网络组织系统，其中各个组织之间存在既竞争又合作的不确定、非线性关系，这种特征恰好符合灰色系统理论的要求。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就是要根据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确定其风险产生与发展的规律，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由于所能够依赖的数据和信息有限，灰色关联分析方法正好可以克服这种不足。在后面对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的实证分析中，本研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研究了产业集群的集聚度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联度。

第二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目标任务

概括起来，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目标任务是以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与风险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演变规律为对象，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进行检测与评价，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本质特征，确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机制、体制和方法，并制定有效的预控措施，防范与化解风险。

一、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目标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目标是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与管理体制，设计预警管理的方法，采取必要的预控与矫正措施，防止网络结构风险的产生与积累导致产业集群竞争力下降，甚至走向衰亡，目的是促进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

具体来说，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目标包括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四个方面：预警管理机制、预警管理体制、预警管理方法和预警指标体系。首先，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就是要明确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动力机制和运行机理，而且要依靠行之有效的管理规章和职能完备的组织体系来保障和实现；其次，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制，就是要涵盖产业集群网络系统中的所有主体和社会组织，明确各自的组织职能、运行方式和监控体系，各方联动、形成合力，以确保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目标的实现和管理机制的落实。再次，设计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方法，主要包括预警信息的搜集与处理方法、集群风险的评价方法、预警信号的发布和预控对策的制定等。预警管理方法是实现预警目标的主要手段和措施，也是预警管理体系有效运转、发挥职能的工作方法。最后，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预警指标是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定量基础，构建科学可行的预警指标是其中的关键环节，也是主要难点，既要有科学性、完备性，也要切实可行，具有操作性。本研究将以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构建的预警指标体系进行实证检验。

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任务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并及时发现风险隐患，采取预控与矫正措施，力争做到防患于未然。具体分析，其主要任务有监测预警信息、评价集群风险、发布预警信号和制定预控对策四个方面。

（一）监测预警信息

预警信息监测是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首要任务和基础环节。根据本研究前面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分析，产业集群是一个复杂的网络系统，涉及多个社会经济组织，很多情况下又是跨行政区的，所以，反映产业集群的运行状态和基础数据较难获得，必须建立完备的信息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反映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及其变化规律的基础数据，对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系统状况及时做出全面而客观的描述和概括。信息监测的目的是为分析和评价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提供原始资料和基本依据。关于检测系统的运行机理和组织职能，将在后面的章节分别阐述。

（二）评价集群风险

评价集群风险是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重要内容和核心环节。预警信息只是原始数据，必须采取正确的评价方法，科学地设计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评价指标，根据监测和搜集到的产业集群网络系统信息和数据，对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进行科学评价。风险评价是进行预警干预和制定预警对策的定量依据，直接关系到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成效。其中，关键的环节是确立正确的评价方法，选择科学的预警指标体系，这部分内容将在本研究第五、六章具体展开分析。

（三）发布预警信号

发布预警信号是实现产业集群风险预警功能的主要手段。预警信号是在风险评价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产业集群风险水平以一定的方式表现出来，以此作为制定预控对策和风险干预措施的直接依据。预警信号要易于识别，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和分级。通过预警信号的提示，可以对不同的产业集群进行比较分析，分别采取不同的预警措施。发布预警信号的具体准则和方法将在第五章论述预警管理方法时具体介绍。

（四）制定预控对策

制定预控对策是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最终目的和最后环节。只有通过一定的矫正和预控措施，才能实现预防和控制风险、不断提高集群竞争力、避免产业集群衰亡的目标。采取的干预和矫正措施要依据产业集群自身的特性，遵循其成长与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要注意对不同的产业集群采取有针对性的矫正措施。预控对策的制定方法，虽然不可能提供一个理想的统一模式，但是，可以根据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和特性把握几个方面的切入点。这些在后面论及预警管理方法时将会具体展开。

第三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动力机制

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明确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发挥作用、赖以实施的动力机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动力机制，是指风险预警管理系统的驱动因素与作用机理，主要由利益驱动机制、政府推动机制和社会联动机制三种机制构成。

一、利益驱动机制

从本研究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风险之间的关系的分析中，可以明确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利益驱动，主要来自集群企业、集群所在行政区域的地方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如前所述，按照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产业集群的风险主要来自居于核心层的集群企业。那么反过来，受风险影响最直接、最大的肯定也是集群企业，轻则影响企业效益，重则导致企业衰败甚至倒闭。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组织形式，一旦发生风险，必然会对区域经济增长指标、地方财税收入和就业水平等产生严重影响，给地方政府造成压力和沉重负担。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还会对区域社会产生消极影响，导致集群企业衰败和居民收入下降，直接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给社会稳定带来压力，也会影响区域文化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因此，研究和落实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是推动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维护集群企业、地方政府和区域社会的共同利益的必然选择。

二、政府推动机制

根据本研究前面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分析，产业集群所在区域的各级政府作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外围层次的社会组织之一，其职能行为与产业集群风险有直接关系。一方面，政府制定的创新制度与产业发展政策、区域规划与投资举措、招商引资与监管措施、财税与金融法规等对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产生直接影响，是化解和防范产业集群风险的重要因素。例如，近年来浙江省各级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实施“两化融合”，积极鼓励与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出台了科技、财税、金融等各种措施，极大地促进了集群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加快技术改造、提高产品层次、增强核心竞争力，同时也带动了整个社会关心支持集群发展，形成了有利于产业集群发展的良好“政府环境”。另一方面，产业集群一旦发生风险甚至衰亡，就必将波及整个区域经济，甚至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从宏观层面，推动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也是各级政府维护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正确履行自身职能的必然要求。

三、社会联动机制

产业集群中的各个中介服务机构、行业自律机构以及各种社会网络嵌入因素，既是造成产业集群风险的内部约束机制，也是外部环境制约。从内部来讲，如果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缺乏产业联系、难以形成有效互动，缺少带有自律性质的集群公共治理机制，那么必然会产生低水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等集群风险。从外部来看，土地、劳动力、资金、水资源、基础设施等硬环境制约，国际竞争、贸易壁垒、知识产权保护、科技水平、思想观念和文化意识等软环境约束，也是造成产业集群风险的重要因素。因此，各类社会组织和社会环境因素的整体联动是防范产业集群风险的必然要求。例如，浙江温州的打火机、眼镜和烟具等行业协会，在打击假冒伪劣、规范竞争环境、应对国际贸易纠纷中，日益发挥着政府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产业集群自我约束、防范与化解风险的重要社会组织。

第四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运行机理

贯彻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指导思想，实现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目标任务，落实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动力机制，需要明确和厘清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运行机理。本研究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系统的运行机理分解为监测、识别、诊断、警报和预控五个子系统的相互配合、协调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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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其运行机理就是要明确各个子系统的主要功能、工作机理，以及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监测预警信息

监测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监测预警信息，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提供原始数据。监测子系统的工作机理是构建由集群企业、集群自律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共同组成、分工协调的监测网络体系，对整个产业集群网络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监测的目的是获取反映产业集群潜在风险的基础数据，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反映产业集群中核心企业竞争能力和效益的经济指标，反映集群支撑网络诸如研发机构、自律机构、各种中介服务机构等的完善程度的经济和社会评价指标，以及反映政府相关部门服务水平和社会文化、法律、意识形态等社会环境状况的集群外围服务网络的基本信息。通过监测，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进行客观描述，为预警管理下一个环节即识别子系统的运行提供原始数据和基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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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整理识别信息

识别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监测子系统搜集的信息予以汇集与整理、分类识别，并采用适当的方法进行评价分析，初步区分出反映产业集群风险因素的有价值的信息。识别子系统的工作机理包括两个步骤：一是建立信息汇集子系统，对监测到的产业集群网络原始信息与数据进行汇集与整理。汇集的途径包括集群企业、集群自律机构（行业协会）和政府职能部门（特别是统计部门）等，根据不同产业集群的特征，各条途径的作用大小有所不同。二是建立信息评价与风险识别子系统，对汇集的原始信息进行初步的评价分析、分类识别。依据经过识别子系统处理过的分类风险信息，可以初步判断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风险程度和风险状态，为下一步诊断子系统进一步分析风险的成因与规律提供依据。

三、诊断分析信息

诊断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识别子系统处理过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进行诊断，分析各种风险的成因、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诊断子系统的工作机理如下：一是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借助计算机和统计分析软件计算各个指标的数值及权重；二是召开专家会议，对计算得到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进行综合分析，全面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的竞争力和潜在风险，查找风险产生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风险状态做出总体评价。诊断的难点在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影响因素较多，且产生原因复杂，需要认真分析，特别是要区别产业集群网络风险与外部风险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科学客观地评价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各项指标及其产生因素。诊断子系统的评价结论可以为警报子系统的运行提供依据。

四、发布警报信号

警报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对诊断子系统得出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观测值与指标临界值进行比较，如果观测值超过设定的临界值，则采取设定的方式发出不同级别的警报信号。警报子系统的工作机理中需要把握的关键点有两个：一是预警指标阈值（即临界值）的设定，就是在对比分析国内外同类产业集群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听取专家意见，对构建的各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设定一个目标值，称其为临界值或者阈值。阈值是判断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程度的标准和依据。产业集群的一个或几个参数达到或超过临界值时，就意味着产业集群存在相应风险。二是预警级别的设置，就是按照风险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分为不同的级别，以便为预警管理的预控子系统的运行提供前提和依据。本研究建议分为四个级别，即轻度警级（Ⅳ级）、中度警级（Ⅲ级）、较重警级（Ⅱ级）和特重警级（Ⅰ级），并且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不同级别的预警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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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警信号是制定预控对策的依据，警报子系统运行的目的是实现产业集群风险预警功能，并且这一功能的实现是与诊断子系统互相配合、共同完成的。

五、采取预控对策

预控子系统的主要功能是针对警报子系统发出的预警信号，采取有针对性的应对和干预措施，阻止集群风险的发展与扩大，或者降低产业集群风险程度与发生概率，实现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分析，预控子系统的工作机理包括相辅相成的三个环节：预控准备、日常干预和危机应对。

（1）预控准备。它是指，为了履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控职能，需要制定能够保障预控活动有效实施的制度、标准、规章，明确风险预警管理的组织机构、职能配置和运行方式，建立预案库和应急资源库，做好随时应对风险发生的对策准备和资源准备。

（2）日常干预。它是指在集群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指标正常，产业集群网络运行状态良好，但是存在一定的潜在风险因素时，主动采取的干预措施。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立快速灵敏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反应系统，根据警报结果形成有效的风险干预对策并进行初步的主动干预，促使产业集群及其网络结构向良性趋势发展；二是开展危机模拟和演练活动，即在日常干预活动中发现某些难以控制的风险因素，并且在产业集群可能因为这种风险走向衰亡甚至崩溃时，提前模拟可能发生的危机状态，提出对策方案，防患于未然。通过这种模拟和演练，提高产业集群网络的抗风险能力。

（3）危机应对。它主要是指当日常干预已经无法阻止产业集群因为自身网络结构风险的增大而必然走向衰亡甚至崩溃时，采取的一种“例外”管理和应对措施。包括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实施组织变革、职能系统重组和网络结构优化，也不排除在必要时完全消除原来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重新组织新的集群结构，包括集群企业的破产兼并、异地重组、产业结构调整、集群服务机构和支撑网络的改革和完善等。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是建立产业集群危机协调与重组处置组织体系，包括成立有政府职能部门参与的特别领导小组、建立紧急救援体系、制定社会救助方案等，介入产业集群的战略管理过程。当产业集群重组完成、集群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竞合关系恢复正常时，可以认为应对危机的任务完成了，预控子系统的运行又恢复到日常干预状态。至此，预控子系统的矫正职能已经得到履行。同时，也标志着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整体目标已经实现了。

上述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五个子系统的划分是相对的，它们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这五个子系统在产业集群网络运行中交织在一起，表现为时间顺序和逻辑顺序关系，共同完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监测、评价、预警和矫正四大功能，从而形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运行机理。这五大子系统的作用机理和相互关系可以用图4—1表示。

[image: ]
图4—1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运行机理示意图



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分析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动力机制和运行机理等问题，指出产业集群风险预警应该遵循经济预警的基本原理，按照公共安全预警管理的体制框架，借鉴企业风险预警管理的方法，同时要吸收和借鉴现代决策理论、系统科学方法和灰色关联理论的相关观点和方法。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目标是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与管理体制，设计预警管理的方法，采取必要的预控与矫正措施，防止产业集群因网络结构风险的产生与积累出现竞争力下降，甚至走向衰亡，目的是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主要任务是监测并及时发现风险隐患，采取预控与矫正措施，力争做到防患于未然。具体表现为监测预警信息、评价集群风险、发布预警信号和制定预控对策四个方面。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动力机制，是指风险预警管理系统动力的产生与驱动因素及其作用机理，主要由利益驱动机制、政府推动机制和社会联动机制三种机制构成。

相应地，我们可以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运行机理分解为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的监测子系统、识别子系统、诊断子系统、警报子系统和预控子系统五个子系统的协调运转。本章的研究结论为下一章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管理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机制保障。

明确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以后，就需要在此基础上分析如何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体制，以履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功能，从而实现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目标任务。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体制可以分解为组织体系、组织职能、运行方式等几个方面，下面分别阐述其主要内容。

注释：


[1]
 参见佘廉等：《企业预警管理实务》，河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2]
 参见张文焕等：《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现代管理》，235～24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3]
 参见罗鄂湘、钱省三：《突变论在经济预警中的应用》，载《企业经济》，2007（1）。


[4]
 参见罗帆：《航空灾害成因机理与预警系统研究》，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5]
 参见佘廉、姚志勋：《公路交通灾害预警管理》，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6]
 参见罗帆：《航空灾害成因机理与预警系统研究》，武汉，武汉理工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第五章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体制

第一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制结构

根据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目标任务和管理机制的要求，本研究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制的框架结构主要包括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体系、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组织体系、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咨询体系三个相互联系的次级系统。下面结合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特点、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现状具体介绍构建各个次级系统的途径与方法。

一、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体系

为了发挥预警监测机制的作用，必须构建完备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体系，及时提供准确而完备的产业集群发展的定量数据和定性资料等风险信息。而根据本研究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与风险的分析结论，该体系应该是一个综合性、跨部门和集成化的管理网络。概括起来，就是该体系要能够提供包括集群企业、相关政府组织、中介服务机构等集群各个层次的综合信息，需要产业集群的各个行为主体互相配合，形成跨组织的信息管理体系，而且还要具有对产业集群信息进行加工、分析、处理和集成的功能。

（一）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的特点

产业集群自身的特点和过去长期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影响，使得目前我国对于产业集群基础数据和信息的统计监测面临许多困难。一方面，正如本研究前面的分析结论所述，产业集群是一个网络组织，涉及集群内企业、行业组织、政府机构、社会服务组织等多种类型的社会组织。这必然会造成产业集群信息的复杂性、多样性，既有定性信息，又有定量信息，既有静态信息，又有动态信息。另一方面，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空间集聚形态，很多情况下是跨行政区分布的。而我国目前的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和过去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造成与产业集群信息管理相关的统计监测、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等职能部门都处于分行政区划、分部门或者分行业的“条块分割”格局。因此，对于跨区域的产业集群的信息统计工作需要克服障碍。

（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体系的构建

鉴于目前我国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信息管理的上述特点，本研究认为需要创新性地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体系。该体系应该能够满足以下几点需求：一是及时获取产业集群运行的基础定量信息指标，包括产业集群规模、集群企业数量、产品品牌情况、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服务平台和专业市场建设、龙头企业经济指标和主导产品生产经营指标等；二是具有对初步信息整理汇总、分析评价的能力，包括对同类信息的汇总、对不同集群指标的比较、对不同时期指标的分析等；三是具有跨企业、跨行政区搜集和监测数据的手段和职能；四是具有合法地位，具有统计信息和发布信息的合法职能，能够保障信息的真实性、客观性、科学性和合法性。根据上述要求，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研究建议构建一个由四个预警管理信息数据库和一个中央信息处理系统组成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组织体系，如图5—1所示。
[1]

 该体系中的各个组织单元的主要功能和运行方式将在本章后面的内容中分别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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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组织体系示意图



（三）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的启示

本研究在调研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的过程中，发现浙江省从2008年开始建设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近几年来，该平台运行良好，已经搜集了2008年以来全省42个重点产业集群的基本信息指标，涵盖上述有关产业集群的核心企业、主导产品和服务平台等各个方面。该平台由浙江省经信委牵头主管，中央信息搜集和日常处理职能由其下属事业单位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承担，基础数据依托各个产业集群的自律机构——行业协会或所在地综合经济管理部门（经信局或经信委）——搜集和整理。监测的信息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定量部分，包括产业集群基本情况、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建设情况、集群主导产品情况、重点优势企业发展情况、营销网络建设情况等。二是定性部分，包括统计期内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招商引资、技术改造、技术创新、节能减排、商业模式创新等项目的引进落实情况，存在的问题，推进示范区建设的工作举措及下一步的打算等。要求各个集群形成文字材料一起纳入报送。这一平台克服了过去产业集群信息搜集不全、行政区划分割等局限性，为政府部门和其他单位全面掌握产业集群运行情况、制定政策、推动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决策参考。

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组织体系

（一）重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企业预警管理组织体系

1.目前我国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企业预警管理组织体系现状

目前，我国大多数产业集群的企业组织体系与一般单个企业的组织体系基本相同，大多数没有独立的企业风险预警管理部门，也没有设立专门处理与产业集群中其他成员企业的竞争与合作关系的职能部门。一般是由企业管理部门（企业管理办公室）行使企业的战略发展管理、内部规范管理、各职能部门的综合协调等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兼有对企业发展风险的控制和预防职能。

本研究调研了目前产业集群发展较快的浙江省一些典型企业，印证了上述分析。例如，位于浙江省“最稳定的经济板块”之一永康市的浙江四方集团公司（又称浙江省永康拖拉机厂），是全国最早生产及出口手扶拖拉机和单缸柴油机的专业厂家，目前已成为集科工贸为一体，兼营农业机械制造、外经外贸、房产开发，多元化发展的大型综合集群企业，下有浙江四方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四方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四方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八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目前该企业的组织结构体系如图5—2所示。可见，与其他大多数集群企业一样，该企业也没有设置专门的风险预警管理职能部门，企业管理部门兼有部分企业风险预警管理职能。

2.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企业预警管理组织体系重构

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纳入集群企业的组织体系中，必须对企业原有的组织机构进行调整与重组。其一，将预警管理职能与原有的一般风险控制职能合并，设置独立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企业预警管理部门；其二，将企业战略管理体系中的发展规划部门和公关部门的职能剥离出来，统一归并到预警管理组织体系中，以强化对集群企业战略规划和成员企业之间竞合关系的协调。经过职能的调整与重构，使集群企业组织网络中的预警管理部门、发展规划部门、关系协调部门与危机应对部门构成四位一体的组织体系，如图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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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浙江四方集团组织结构体系示意图



资料来源：浙江四方集团门户网站（http://www.sifang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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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集群企业预警管理组织体系示意图



（二）整合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政府预警管理组织体系

1.目前我国产业集群风险政府部门预警管理组织体系现状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基本没有设置专门的产业集群风险预警管理部门。涉及产业集群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仍然按照行政区划，由同级政府经济管理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分别承担。例如，发展和改革部门与经济贸易部门承担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产业指导和政策支持职能，财政、工商、税务、统计等相关职能部门承担相应的监管和服务职能。这一管理体制是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和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不断得到深化和完善的，但是目前基本上没有改变条块分割的格局。同时，现行管理体制与我国上下对等一致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是基本保持一致的，与面向非集群企业的管理和服务体系也是没有区别的。总之，目前还没有建立起符合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点的跨行政区和跨部门的风险预警管理组织体系。

2.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政府预警管理组织体系

根据本研究对产业集群网络层次的分析，政府是产业集群中间支撑网络中最重要的行为组织，那么，政府相关部门就成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组织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按照政府相关部门作为产业集群支撑网络的组成单元所具有的职能与相关关系，本研究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政府组织体系如图5—4所示。整合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政府组织体系，就是通过建立健全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部门协调机制和联动机制，形成制度化和规范化的约束性规则，充分发挥政府行政管理的权威性和规范性优势。各相关职能部门在履行对产业集群的管理和服务职能的过程中，应做到信息共享、职能互补、步调一致、形成合力，共同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政府组织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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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4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政府预警管理组织体系的主要部门



3.浙江省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的政府管理组织体系示范

近年来，浙江省为了推动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集群的竞争力，降低产业集群风险，分期分批实施了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由浙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牵头，发展规划、工商、科技、技术监督、土地、财政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组建了工业转型升级领导小组办公室。产业集群所在地政府负责对本区域块状经济转型升级开展方案编制和组织协调工作；对跨区域的块状经济，探索建立以核心区所在县（市）政府牵头的跨地区工作协调机制，研究解决块状经济转型升级所需的支撑条件，减少重复投入和无序竞争。浙江省工业转型升级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全省块状经济转型升级工作，各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加强协作配合，共同研究解决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问题。
[2]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相关政策措施对于促进浙江全省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起到了良好作用，经济和社会效益显著。

（三）培育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社会预警管理组织体系

1.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社会预警管理组织的功能

正如本研究在前面对集群网络结构的分析中指出的，教育科研机构、集群代理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是产业集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社会组织作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行为组织就构成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社会组织体系。社会组织作为产业集群的利益相关者，会以自己的行为方式影响产业集群的绩效和稳定。虽然它们发挥的作用的大小受到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影响，但它们都是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不可缺少的行为主体。随着产业集群网络的不断壮大和完善，它们甚至可能会成为产业集群发展的主导者。因此，需要促进它们职能发挥的协调一致，使之形成优势互补和互动，共同促进产业集群增强竞争力，预防或降低风险。

2.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社会预警管理组织的培育

由于体制和历史原因，目前我国社会组织还不够健全，特别是中介服务机构、行业自律组织等发育迟缓，不能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集群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培育和完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社会预警管理组织体系。一方面，充分支持和鼓励社会组织不断壮大。政府相关部门切实转变职能，把某些不该政府承担或者履行效果不佳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让渡给社会组织；另一方面，不断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促进其健康规范发展。在目前我国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需要加快相关立法工作，同时加强执法监督，规范和约束社会组织的职能行为。各类社会组织在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体系中的职能，将在本章第二节中具体阐述。

三、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咨询体系

（一）目前我国产业集群咨询服务组织现状

目前我国的产业集群发展相关咨询服务组织主要分布在产业集群自身的自律组织、政府的政策研究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中。这些组织基本处于分散状态，还没有形成针对产业集群的系统化咨询服务体系，更缺少专门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咨询机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复杂性决定了产业集群相关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风险预警管理涉及多个学科领域，需要高度重视和加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咨询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在产业集群比较发达的省份和区域，更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针对产业集群发展的理论和政策研究，为推动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咨询和指导。

（二）建立健全产业集群的学习咨询机制

首先，需要从内部和外部建立健全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学习咨询机制。一方面，加强对产业集群内部人员的教育培训。从集群企业全体员工特别是管理人员着手，通过举办培训班、专家讲座、专题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增强风险意识，学习预警管理知识，提高员工防范产业集群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完善产业集群的外部交流学习网络。由政府或行业协会牵头，引导集群企业与域外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等组成战略联盟，形成稳固的技术创新和学习系统；聘请外部相关专家，形成定期的咨询和培训制度；组织企业家经常参加国内外的展览会和行业发展研讨会。通过建立一个全方位的学习咨询机制，增强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三）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专家库

组建一支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专家队伍是建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的重要环节。这支队伍应该包括相关学科和行业的专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内部和外部相结合。同时，应结合产业集群的发展阶段和网络结构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不断优化，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咨询体系提供专家信息库的支持（专家的组成情况如图5—5所示）；运用完善的咨询机制充分发挥专家库的智囊作用，采取德尔菲法听取专家意见，实施预警分析，制定预控对策，形成预案信息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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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5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专家信息库



第二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职能

在明确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体制框架以后，需要具体分析所构建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制应该具有的职能，以便为建立预警管理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下面，本研究分别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信息管理体系、管理组织体系和管理咨询体系三个次级系统应该具有的职能。

一、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职能

建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体系，就是构建一个系统模型，将各个组成单元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为实现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监测、识别、诊断、警报和预控各个环节的职能，提供及时、准确、可靠的信息服务。

（1）在预警监测环节，信息管理体系的职能主要是通过多种渠道获取预警信息，通过对来自产业集群网络系统的企业网络、支撑网络和社会网络三个层次的各种信息进行分析和综合，将零散信息转化为系统性的可靠信息。（2）在预警识别环节，信息管理体系的职能主要是对搜集的检测信息予以整理与分类，运用科学的评价方法和指标体系进行评估与识别，使之形成具有预警功能的有用信息，用来初步判断产业集群三个网络层次的风险程度和风险状态。（3）在预警诊断环节，信息管理体系的职能主要是对经过初步识别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进行诊断，分析各种风险的成因、演变过程及发展趋势，这个过程也是对预警信息进行检验、印证和辨伪的过程，以便尽量减少错误信息导致的警报发布中的误警和漏警现象。（4）在警报发布环节，信息管理体系的职能主要是确定预警指标阈值和设置预警级别，然后输出预警信号，在管理实践中经过不断的积累和完善，形成符合实际的预警指标阈值信息库和预警级别信息库。（5）在预控管理环节，信息管理体系的职能主要是在不断完善预控对策等基础工作的过程中，通过日常干预系统和危机管理系统的运作，建立并不断完善预案库和应急资源库。

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组织职能

（一）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企业预警组织职能

根据本研究前面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成因机理的分析，产业集群的自组织特性是网络结构风险产生的重要原因，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控制与防范也应该主要依靠产业集群网络企业自身的管理机制和功能。那么，构建产业集群网络内部企业的风险预警管理组织就成为落实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职能的首要环节和核心内容。根据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目标任务和职能要求，结合集群企业的组织网络特点，本研究提出了集群企业预警管理的组织职能设置。根据本章第一节的分析，下面分别分析集群企业预警管理部门、发展规划部门、关系协调部门与危机应对部门四个职能部门的职能。

第一，企业预警管理部门主要负责日常预警管理工作，包括预警信息管理体系的日常维护和运作、企业内部运作的质量监控和责任考核，为企业决策层提供企业预警管理的基础信息和参考建议。第二，企业发展规划部门的职能是制定集群企业的中长期战略发展规划，监控企业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及其给企业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并及时做出企业战略调整的决策建议。第三，企业关系协调部门主要负责集群成员企业之间的协作与沟通，不断改善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并促进这种关系良性发展，预防或者减少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同时兼有企业公关部门的职能。第四，企业危机应对部门应该是由多个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组成的综合协调机构。它虽然是非常设机构，但是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非常重要，主要负责企业处于危机状态时应急对策的实施和应急资源的调度及配置。该机构应该由企业的CEO负责，由企业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组成，一旦危机发生，就马上开始运行。

（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政府预警组织职能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政府组织体系的职能，就是各相关职能部门相互配合，充分发挥自己的职能作用，共同构建一个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政策、信息、法规等公共服务和监督的预警支撑体系。下面分别从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与综合协调部门、专业化服务部门和执法监督部门三种类型的职能部门入手阐述其主要职能。

第一，产业集群发展规划与综合协调部门。这类部门主要由发展和改革、经济运行、外贸管理、经济合作等部门组成，是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政府组织体系的日常指挥机构和综合协调部门。主要提供区域产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等产业集群发展的战略指导意见，制定国家重点支持和限制发展产业指导目录，引导集群企业的投资方向和发展领域；对区域产业集群的生产经营运行状态进行监测分析，不断完善监测网络和专家库，为产业集群提供宏观的产业发展指导和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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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产业集群发展可能遭受的国外产业冲击和损害加以监控，对集群企业产品出口可能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等国际贸易壁垒进行预测预告，为企业合理规避风险提供服务；为产业集群的地区间合作提供信息和政策支持；加强对产业集群风险预警的理论和战略研究，关注产业集群的国际理论前沿和最新实践成果，为地方政府制定产业集群发展政策和决策提供参考意见。

第二，产业集群专业化服务部门。这类部门主要包括科技管理、统计等专业化职能部门，主要为集群企业提供科技信息服务，推动企业加大技改投资，提供专利申请和保护服务，牵头组织产学研合作创新体系，组织优势集群形成区域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使集群企业保持创新活力，不断增强产业集群的抗风险能力；为产业集群信息管理体系提供主要的基础信息平台，发布国家和区域的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公报和统计年鉴，为集群企业提供宏观的数据信息，及时准确地把握宏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趋势。

第三，执法监督部门。这类部门主要由财税、质量监督、监察等执法部门组成，主要加强对集群企业的财税监督，规范企业财务管理，及时发现企业运行的财务风险，同时为企业及时地提供财政和税务政策服务；为集群企业提供产品生产的行业标准和国家及国际标准服务，加强对产品质量的技术监督，打击假冒伪劣，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同时规范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行为，完善市场秩序，健全法制环境，为集群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创造宽松的软环境，减少人为因素导致的企业风险。

上文并非简单罗列各个职能部门的全部职能，而是强调各部门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风险预警的管理和服务职能，并强调把这些职能整合起来，形成合力，成为一个相互配合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政府组织体系。

（三）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社会预警组织职能

社会组织作为产业集群支撑网络层次中重要的行为组织，对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了正确界定其作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组织体系的功能，下面分别对教育科研机构、集群代理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三类最主要的社会组织的职能进行分析。

（1）教育科研机构。教育科研机构主要构成产业集群的培训研发网络，它们在发挥其作为研发机构的作用的同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优势，起到引领和警示作用，以预防或减少来自产业集群研发网络的风险。首先，教育机构应该积极主动地为企业提供专业技术人才和直接的企业职工培训服务，提高企业职工的素质，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次，高校和科研机构可以利用产学研合作机制主动为企业提供研发技术服务，降低集群企业的技术开发成本和研发风险，缩短研发周期，加快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步伐，使集群企业在技术创新中保持领先优势；再次，在条件成熟时，教育科研机构、政府部门、行业组织与产业集群共同组成区域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依靠战略联盟的治理机制来防范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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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教育科研机构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及时向集群企业提供相关产业的技术前沿信息和新产品信息，引导企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步伐，保持在相关行业的技术竞争优势。

（2）集群代理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家协会和专业技术协会等集群代理机构构成产业集群的自律网络，也是预警管理社会组织体系的重要行为主体。它们的预警管理职能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一是建立健全行业预警机制，会同政府经济运行部门，形成产业经济运行监测网络；二是建立健全行业公约，协调产业集群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协作关系，维护产业集群内部正常运作；三是协调处理产业集群网络中企业与政府、中介组织等其他行为主体的关系，必要时代表集群企业处理各种争端和矛盾，维护集群企业的整体利益，减少甚至避免风险和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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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介服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是指为产业集群提供市场交易、信息咨询、物流配送、法律、财务、会议展览、资产评估等方面的专业化服务或中介服务的各种社会组织，它们也具有风险预警管理职能。
[6]

 首先，中介服务机构在提供各种服务的同时，也能够为企业带来技术、市场、产品，甚至人才等方面的对产业集群的战略发展有利的信息；其次，当企业遇到风险或面临困境时，中介服务机构能够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和帮助，使得企业及时采取调整措施规避风险，减少损失。例如，资产评估机构能够及时客观地评价企业的负债情况，使企业及时规避因高负债而产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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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咨询职能

根据本章第一节的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咨询体系主要包括企业内部咨询部门和企业外部咨询机构。它们的职能是相同的，主要体现在政策咨询、教育培训、方案策划、信息服务等方面。

具体来讲，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咨询体系的职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熟悉产业发展、专利申请、对外贸易、市场监管、财税金融等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为产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各种政策咨询服务；二是由相关的高校科研部门和培训机构为产业集群提供技术、管理、经营、人才等领域的教育培训服务；三是由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专业技术人员或机构为产业集群提供产品研发、市场开拓、会展经营、人才招聘等专业性活动的方案策划服务；四是由中介机构、信息服务机构提供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相关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数据信息、法律规章等方面的信息咨询服务。

第三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运转

根据上面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职能的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体系应该是一个协调运转的组织网络体系。该体系由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体系、企业组织体系、政府组织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和咨询体系等次级体系组成，涉及产业集群网络系统的企业组织网络、中间支撑网络和外围社会网络三个层次，利用人、财、物和信息资源，建立监测、识别、诊断、警报和预控五种机制，目标是防范和减少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在实际运行中，企业组织体系、政府组织体系、社会组织体系这三个子体系，作为产业集群的组织主体，往往形成一个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组织主体系统。因此，下面分别从信息管理、组织主体和管理咨询三个层次依次分析各个次级体系在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中的运行模式及其相互关系。

一、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工作流程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信息体系的职能贯穿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机制的监测、识别、诊断、警报和预控所有环节，那么它也应该围绕监测、识别、诊断、警报和预控五个子系统开展活动，如图5—6所示。

[image: ]
图5—6 预警信息管理体系的运作模式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体系的运行，主要是分析和回答预警信息管理的工作流程问题。预警信息的管理工作贯穿于全部预警管理阶段的始终。在预警监测阶段，信息管理既是预警管理的重要任务，也是其主要表现形式。及时全面地监测产业集群运行的原始信息数据是预警管理的基本前提和依据。预警识别阶段信息管理的任务是初步识别信息监测系统传递过来的原始信息，将一些错误和无用的信息排除在外，初步判断出产业集群的运行状态，并将信息大致划分类别，将真实有效的风险预警信息传输给预警诊断系统。预警诊断阶段的任务是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统计分析工具进一步分析风险信息的形成机理，尽可能准确地定量描述，区分轻重缓急，形成详细的诊断报告，按照一定的标准将诊断信息向下传递，作为警报子系统的输入信息。警报阶段的工作任务主要是利用事先设定的预警指标体系和阈值对诊断报告的信息进行比较与甄别，按照相关标准和规定程序发出相应的警报信号，传递给预控子系统。预控阶段的工作程序是以警报信号为依据，采取不同的应急预案，实施相应的预控对策。至此，信息管理完成了一个完整周期的循环，原始信息最终转变成预警信号，成为预警管理的信息基础。

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组织主体关系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企业组织体系、政府组织体系和社会组织体系三者各司其职、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一个相辅相成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行为组织体系（如图5—7所示）。在实际运行中，三者也是密切配合、互为一体的。其中，企业组织体系居于核心地位，发挥主导作用，是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最重要的组织主体。企业是产业集群风险的直接来源，也是预防和应对风险的最直接的组织主体。政府组织体系的政策法规和行政行为要通过对集群企业的影响发挥作用，符合产业发展方向并能够推动企业创新的政府政策将有利于预防和降低产业集群风险，反之则可能导致或加剧产业集群风险。社会组织体系同样也是通过为产业集群企业提供研发、人才、资金和信息等各方面的中介代理服务，间接地对产业集群产生影响的。积极有效的服务有利于增强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并降低风险，反之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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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7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行为组织体系的运行



由此可见，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组织体系的运行涉及产业集群的核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三层网络结构，贯穿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机制的监测、识别、诊断、警报和预控所有环节，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提供组织保障。

三、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咨询服务系统

在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咨询体系的运行中，企业内部咨询部门和外部各个咨询机构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内部咨询部门是集群企业最直接的咨询服务机构，可以为决策者提供及时有效的咨询和指导，因为内部咨询部门熟悉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提供的建议最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过，内部咨询部门需要充分利用外部机构、智库和专家的作用，才能提高咨询方案的科学性和指导性。外部咨询机构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往往掌握着本行业的前沿理论和信息，提出的咨询建议更有前瞻性、宏观性和全局性，因此对集群企业防范和化解风险有重要作用。同时，外部咨询机构的建议和方案必须落实到集群内部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必须转化为企业的决策方案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咨询体系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在实际运行中是相互配合、缺一不可的。从一定意义上讲，内部和外部咨询系统的划分是相对的，有时候一个咨询项目，需要二者共同参与才能完成。

四、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运行模式

在整个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体系、组织体系和咨询体系三者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这三个次级体系是密切联系、互为一体、共同发挥作用的。预警信息是提供咨询建议的依据和表现形式，咨询意见或建议是预警信息管理的目的与结果；同时，强有力的组织体系是信息管理和咨询体系发挥有效作用的组织保障。

根据上述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三大体系的运行程序和相互关系的分析，本研究提出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的整体运行模式如图5—8所示。一方面，三者各自有明确的分工和职责，在整个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承担不同的功能。在一般情况下，按照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运行程序，从信息系统到咨询系统，然后是组织体系的流程，来依次实现监测、识别、诊断、警报和预控各项预警管理职能。另一方面，三者的分工又是相对而言的，每个子系统的运行都需要其他子系统的支持和配合。信息系统是为组织体系实现预警目标服务的，同时又需要咨询体系对信息进行分析与评估，然后提出咨询建议；咨询体系功能的发挥需要以信息为依据，然后通过组织体系的决策才能将咨询建议转化为管理措施和预控对策；组织体系发挥职能的过程，也必须以信息数据和咨询建议为基础，而组织体系的决策实施结果反过来又成为新的信息数据和决策依据。而且，在实际运行中，三者往往是相互交叉、同步实施、互为一体的。自始至终，预警管理的过程其实就是将最初的预警信息转化为预控对策的过程，其中始终贯穿着组织体系职能的发挥和咨询建议的提出和采纳。这样的运行程序在现实中甚至需要多次重复与循环，才能较好地实现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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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8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体系运行模式



第四节 本章小节

本章主要阐述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体系，提出了由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体系、企业组织体系、政府组织体系、社会组织体系和咨询体系等次级体系组成的预警管理体系，明确了各个组织体系的职能配置，并阐述了各次级体系之间的职能关系，进一步分析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各个次级体系的运作模式和相互关系。本章的研究结论为设计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方法提供了组织保障和体制基础。

理论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它的实践指导性。要落实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在确立了预警管理体制之后，还需要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方法，将其转化为可行的工作方法和预警管理措施，从而达到防范或减少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目的。其中，主要包括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的搜集方法、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评价方法、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权重确立的方法、预警信号的设计与发布方法和预控对策的制定等。由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的构建比较复杂，故安排在第七章单独分析。

注释：


[1]
 参见田依林：《城市公共安全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模型》，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信息与管理工程版》，2007（3）。


[2]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浙政办发〔2009〕72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工业转型升级的实施意见》（浙政发〔2008〕80号）。


[3]
 参见顾海兵、俞丽亚：《未雨绸缪——宏观经济问题预警研究》，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4]
 参见王卫东：《转型期区域创新体系中的政府职能研究》，载《科技管理研究》，2009（12）。


[5]
 参见迈克尔·波特：《竞争论》，北京，中信出版社，2003。


[6]
 James Kolari, Michele Caputo, Drew Wagner， “Trait Recognition: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to Early Warning Systems in Commercial Banking”，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1996, 23（9/10）.


[7]
 参见胡宇辰：《产业集群支持体系》，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第六章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方法

第一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方法的理论依据

分析和选择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方法，首先要确立正确可行的理论依据。本研究在总结和比较中外同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特点，分别借鉴SCP模型（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即结构—行为—绩效模型）和ANP（网络层级分析法）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评价方法和预警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预警指标的权重。下面简单介绍其基本原理。

一、SCP模型及其借鉴

SCP模型是20世纪30年代由美国哈佛大学产业经济学权威贝恩（Bain）、谢勒（Scherer）等人建立的。该模型提供了一个既能深入具体环节又有系统逻辑体系的市场结构（Structure）—市场行为（Conduct）—市场绩效（Performance）的产业分析框架。它的基本含义是，结构、行为、绩效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运行的经济绩效。为了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不合理的市场结构。

有学者运用SCP范式，从产业集群的空间组织特征入手研究了集群的竞争优势。
[1]

 将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市场空间结构，一是集群作为一个整体，与集群外部发生的交易关系及其在市场上的地位，二是集群内部相关企业或机构之间的交易关系及其在集群内部的地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将产业集群视为一个网络结构。因此，本研究认为，可以将SCP模型作为评价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逻辑框架和研究方法。

根据SCP模型，本研究认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的逻辑结构也可以按照网络结构（Structure）—主体行为（Conduct）—集群绩效（Performance）的框架展开。
[2]

 即，从内到外按照核心价值网络、中围支撑网络和外围推动网络三个层次依次设计预警指标，分析产业集群内行为主体的活动和相互关系，以此衡量集群网络结构和主体行为对集群绩效产生的消极影响和风险。同时，也应该认识到SCP分析框架目前在我国以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为主，而缺乏实证研究，特别是对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等产业组织结构要素缺乏数量分析和统计研究。
[3]

 为了克服这一缺陷，本研究同时借鉴网络层级分析法进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的分类和度量。

二、ANP的典型结构与优势分析

网络层级分析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以下简称ANP）是在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以下简称AHP）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变而来的。AHP是由著名运筹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T.L.Saaty
[4]

 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一种系统分析与综合评价方法，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政策评价和工业外贸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果。AHP将决策者的主观判断与偏好用数量形式进行表达和处理，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能够比较准确地确定综合评价模型的权重。李卫国曾运用AHP对创新集群进行了评价，取得了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5]

 AHP方法是将系统划分成若干层次，且只考虑上层元素对下层元素的支配作用，同一层次中的元素被认为是彼此独立的。
[6]

 但是，在许多实际问题中，各层次内部元素往往是相互依存的，低层元素对高层元素亦有支配作用，即存在反馈，此时系统的结构更类似于网络结构。ANP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在AHP的基础上产生的系统决策方法。

ANP相对于AHP较为复杂，其结构内既存在递阶层次与递阶层次的反馈，又存在层次内部的循环与依赖，构成网络层次结构。ANP的典型结构将系统元素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控制层，第二层次为网络层。
[7]

 在复杂的决策系统中，通过这种网络结构更能客观地体现各要素之间的依存关系，这一点正适合本研究描述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各层次的内部依存关系。因此，计算出的权重也更能标度该要素的重要程度。虽然计算复杂，但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现在已有应用软件帮助解决此问题。魏末梅等认为AHP是ANP的一个特例。实践证明，ANP更适合于对一般社会经济系统进行评估，且对网络结构系统的评价相当有效。
[8]



三、熵值法的基本原理与计算步骤

（一）“熵”理论及其应用

“熵”（entropy）一词源自希腊语，表示变化的容量。我国物理学家胡刚复教授于1923年首次把entropy译为“熵”。后来，“熵”理论被广泛而迅速地应用在经济、城市规划、决策分析、人工智能以及哲学等领域。在项目评价中，经常要考虑每个评价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熵”是用来给各个指标赋予权重（权系数）的最直接和最简便的方法。
[9]



（二）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的基本步骤

第一，根据研究对象选择正向或负向指标作为评价指标，然后根据标准化公式计算yij

 。其中，正向指标的处理公式为（指标值越大越好）

[image: ]


负向指标的处理公式为（指标值越小越好）

[image: ]


第二，计算评价指标的熵。在有m个评价指标、n个被评价对象的评估问题[（m，n
 ）评价问题]中，第j个评价指标的熵Hj
 定义为

[image: ]


式中，[image: ]
 ，并假设当f
 ij
 =0时，f
 ij
 Inf
 ij
 =0。熵值越小，说明该指标向决策者提供了越有用的信息。

第三，计算评价指标的熵权。在（m，n
 ）评价问题中，第j
 个指标的熵权定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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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的搜集处理

信息是预警的主要依据和基础，完善的预警信息系统是预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0]

 所以，预警信息的搜集与识别是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方法的首要环节。

一、预警信息的来源与搜集渠道

从本研究前面的分析中，可以明确产业集群网络是由多个层次组成的复合网络，需要搜集的信息复杂多样，既有集群内部企业组织网络本身的信息，又有集群的中间支撑网络和外围社会网络的相关信息。据此，本研究建议搜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时首先是要建立一个预警基础信息数据库，它包括三个子信息数据库：企业组织网络信息数据库、支撑网络信息数据库和社会网络信息数据库。
[11]

 三个数据库信息的性质和来源不同，导致信息搜集的渠道各不相同（如图6—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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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 预警基础信息的来源与搜集渠道



二、预警信息的处理方法

从预警信息的来源与搜集渠道可以看出，有的预警信息来源于数据报表，比较直接而准确，搜集方便，如企业组织网络信息；有的信息来源于研究报告，相对间接而模糊，搜集起来也比较困难，如社会网络信息，包括政府政策法规，特别是社会文化观念等非制度因素，大多数属于不可定量的隐性信息，需要在原始信息的基础上加以概括总结，形成专门的研究报告，才具有参考价值。因此，需要建立一个预警信息中央处理系统，对各种原始信息进行综合、识别和简化，然后按照一定的用途和标准把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有关的原始信息进行分类，分别储存到企业组织网络信息数据库、支撑网络信息数据库和社会网络信息数据库，为预警指标的选择和计算提供必要的原始信息和数据。

第三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评价方法与模型

在搜集整理好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信息以后，接下来就是利用这些信息客观准确地对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进行评价，然后就是设计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提供定量基础和判断标准。而正确地选择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评价方法，又是设计预警指标的必要条件。

一、风险评价方法的选择

本研究调查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关于产业集群竞争力及其风险的评价方法，不外乎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两类，它们各有利弊，而且目前缺乏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综合分析方法。正确地评价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关键是要选择科学的评价方法。按照前面的研究结论，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是由产业集群中企业网络组织的结构特征、产业集群内各个行为主体的活动及其相互影响、产业集群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结构带来的各种风险。由此可以推断，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评价也应该从集群的网络结构属性及其各层次的相互关系出发。因此，正如本章第一节所述，本研究尝试以SCP模型和ANP为理论基础，来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评价方法和分析模型。

二、风险评价模型的构建

本研究第二章指出了产业集群作为网络组织的三个构成要素：行为主体、活动和资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分析框架，即企业组织网络风险、支撑网络结构风险和社会网络结构风险。按照ANP的理论框架，可以将任何系统中的元素划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为控制层，第二层次为网络层。本研究提出评价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控制层包括产业集群网络组织的行为主体、活动和资源三个方面；其网络层包括的产业集群中的企业网络结构风险、支撑网络结构风险和社会网络结构风险就是受控制层支配并且相互影响的三个网络层元素。按照产业集群网络系统的这种层次划分，本研究构建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评价的ANP结构，如图6—2所示。该模型揭示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产生因素与网络层次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分析框架。

[image: ]
图6—2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评价的ANP结构图



资料来源：作者参考有关资料绘制。

第四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号的发布方法

为了实现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目标，落实各项预警管理措施，还需要确立和设计预警信号的发布准则与方法，主要包括警报级别的确定、指标阈值的设置和预警信号的发布。

一、警报级别的确定

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本研究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警级实行分级管理，根据预警严重程度可以将预警警级分为四级：轻度警级（Ⅳ级）、中度警级（Ⅲ级）、较重警级（Ⅱ级）和特重警级（Ⅰ级）。（1）轻度警级（Ⅳ级）表示产业集群内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基本正常，集群网络运转基本协调，网络环境基本适应集群发展的需要，但是集群在某些方面的风险已经初露端倪，例如集群创新不足、市场趋于饱和、竞争日益激烈等。（2）中度警级（Ⅲ级）表示产业集群的网络性风险不断增强，表现在集群企业产品数量增加而质量下降，在知识、教育、信息等方面投资不足，企业创新的动力不足，产业集群的资源约束性增强，资产专用性增强等方面。（3）较重警级（Ⅱ级）表示产业集群自身的各种风险因子开始集中暴露出来，“柠檬市场”现象显现，集群网络集中度增强，导致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逐渐封闭和僵化，应变能力不断下降；企业之间技术和信息一体化，导致产业结构和发展战略趋同，相互依赖性较强，当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时，“多米诺骨牌”效应将导致整个集群的衰落。（4）特重警级（Ⅰ级）表示产业集群同时面临竞争力下降、市场萎缩以及外部集群竞争的压力；不断有企业从集群中退出，却很少有新企业进入；集群的网络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都明显下降；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对产业结构和集群的网络结构进行根本性的调整，推动产业集群升级，那么产业集群必将走向衰亡。

预警警级的设置要把握好尺度，尽量避免产生预警管理的两种失常现象：误警和漏警。误警是指发出了警报信息，而风险却没有发生，或者风险发生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没有达到预计的警报级别；漏警是指风险已经发生，但是预警管理系统没有发出警报。导致前者发生的原因可能是警报标准设置过于严格或者预警指标设置不当；导致后者发生的原因较多，比如小概率事件，当然也包括预警标准设置得过于宽松。在预警管理中，少量的误警和漏警现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过多，就背离了预警管理的初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需要从根本上查找原因，调整和完善预警管理机制。
[12]



二、指标阈值的设置

在预警指标的设计过程中，本研究建议尽量使用量化方法，特别是评价集群企业网络风险的企业数量指标、企业规模指标、企业经营水平指标、企业的技术支撑度和企业创新度等指标，都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域和行业，通过对不同集群的比较，制定出可供参考的量化指标，这一点可以通过对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实证分析予以实际运用和具体例证。但在量化指标中，由于缺乏实际数据，因此有时确定一个适合的预警阈值是比较困难的。例如，对于衡量产业集群内企业密度的人均产值数、衡量产业集群内企业关联度的企业数量衔接等指标究竟按照什么标准设置预警阈值，由于产业集群风险的预警管理是一个新领域，因此还有赖于在风险预警管理实践中逐步摸索和积累经验数据，不过，也可以根据同类网络结构或者同种产业集群运行状况和绩效先确定一个参考指标，再根据本产业集群的实际运行效果加以修正和完善。

三、警报信号的发布

对于不同的预警级别可以采取不同的信号发布方法。但是，不论采取何种信号发布方法，目的都是为根据不同的预警级别采取不同的预控对策提供依据。可以用不同的颜色来代表不同的警报级别，例如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依次表示轻度警级（Ⅳ级）、中度警级（Ⅲ级）、较重警级（Ⅱ级）和特重警级（Ⅰ级），也可以采用其他表示方法。警报信号只是预警的表示方式，关键是要根据不同的风险和警情，采取相应的预控对策。

第五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控对策的制定方法

利用预警信息与信号的目的是实现预警目标，即产业集群的可持续发展。而预警目标的实现最终要依靠制定和实施正确的预控对策。预控对策其实就是利用预警信息采取多种措施对产业集群风险进行干预和治理，推动产业集群升级，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避免或者减少风险发生，促进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从内容来看，预控对策包括对提升产业集群网络的战略规划、优化空间布局、引领区域品牌、建设服务平台、完善专业分工网络等各个方面；从范围来看，涉及产业集群的企业组织网络、中间支撑网络和外围社会网络三个网络层次；从主体来看，既有集群企业对网络结构的自我调整与改革，也有政府相关部门、相关中介组织和服务机构对集群服务的改进与完善，还有集群外围社会软硬发展环境的改善和优化。当然最终的落脚点和着力点都在于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动态调整和优化。结合我国实际，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控对策的制定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增强根植性，提高产业集群的品牌竞争力

实践证明，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主要来自其根植性，其源泉在于具有区域特色的物质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就是说，产业集群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产品和品牌，避免盲目跟风，无限制地复制一种产品，否则将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导致产业集群走向衰亡。这方面的反面例证很多，例如浙江永康的保温杯产业集群、诸暨大唐袜业产业集群等都曾经因这种风险而“昙花一现”。

二、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

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其竞争力的关键因素。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占据产业链的高端，才能不断提升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高校科研单位的优势，完善产学研合作网络，构建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必然的选择。我国许多区域的产业集群都存在由这方面缺陷导致的风险，集群企业生产的产品技术含量低，甚至只是为国外大企业生产配套产品或者充当其组装工厂，未掌握核心技术，长期居于产业链的低端。例如，著名的台资企业富士康在我国多个地方兴建的产业园都是低端的电子配件加工车间；在我国塑机行业占有重要地位的宁波塑机产业集群的技术水平与国外先进企业相差几十年，本研究最后专门对其进行实证分析。

三、健全社会网络，强化产业集群的自组织能力

如前分析，产业集群的社会网络主要包括集群企业联合组建的自律性行业组织，以及为集群企业提供金融、中介、咨询、信息各类服务的社会组织。目前，我国许多产业集群主要是靠政府的行政推动形成的，特别是各类产业园区，造成集群的自组织程度不高，集群行为的规范性和自律性较差；同时，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不健全，造成了产业集群的社会支撑网络风险。需要从集群自身和社会服务组织两方面着手，因地制宜地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产业集群的抗风险能力。

四、提高外向度，增强产业集群的国际竞争力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产业甚至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置身于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中，只有面向国际市场，不断提升开放度和国际竞争力，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国许多产业集群，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创办的企业，外向度不高，自从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面临着提高技术水平和转型升级的挑战。例如，浙江温州的打火机等小商品产业集群，在国际竞争中，多次遭遇他国的反倾销调查。许多类似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含量低的产业集群都需要提高国际化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

五、转变政府职能，优化产业集群的政策环境

政府既是产业集群网络中的重要社会支撑组织，又是提供产业集群良好发展环境的外部保障主体。作为网络成员，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科技政策等直接支持和推动产业集群提高创新能力、核心竞争力，从而降低风险；作为外部因素，政府主要通过加强市场监管、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提供基础设施等，为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环境。由于过去长期管理计划经济的惯性和影响，当前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错位和越位现象。例如，过度发展工业园区等不当的政府行为造成了产业集群的恶性竞争、资源短缺、社会化服务缺位、集群自律性较差等潜在风险。

第六节 本章小节

本章主要阐述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方法。首先分析了运用决策科学理论中的SCP结构模型、网络层级分析法（ANP）和熵值法等作为产业集群风险预警管理方法的理论基础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具体的操作方法，主要包括预警信息的搜集与识别、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方法、预警信号的发布和预控对策的制定等。本章的研究结论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运行与实施提供了方法依据。

注释：


[1]
 参见刘春香：《基于SCP范式的产业集群竞争优势分析》，载《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08（3）。


[2]
 参见叶生洪：《企业结构·能力·绩效：微观SCP框架研究》，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3]
 参见武音茜，方维萱，韩润生：《动态SCP分析方法及其应用》，载《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08（3）。


[4]
 T.L.Saaty， “Fundamentals of the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Dependence and Feedback in Decision-Making with a Single Network”， Journal of Systems Science and Systems Engineering,
 2004（6）.


[5]
 参见李卫国：《创新集群评价研究》，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6]
 参见王莲芬：《网络分析法（ANP）的理论与算法》，载《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1（3）。


[7]
 参见王莲芬：《网络分析法（ANP）的理论与算法》，载《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1（3）。


[8]
 参见魏末梅等：《ANP法在区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中的应用》，载《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7（17）。


[9]
 参见彭云飞、沈曦：《经济管理中常用数量方法》，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


[10]
 Louise K. Comfort, Kilkon K.O., Adam Zagorecki， “Coordination in Rapidly Evolving Disaster Response Systems: The Role of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2004，48（3）.


[11]
 Alexandra Enders, Zachary Brandt， “Using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Technology to Improve Emergency Management and Disaster Response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Journal of Disability Policy Studies,
 2007，17（4）.


[12]
 参见佘廉：《企业预警管理论》，石家庄，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第七章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

正如前一章所述，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是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方法中的核心内容，由于产业集群的影响因素较多，而且有些指标难以定量，基础数据的获得比较困难，因此将这部分内容单独作为一章来分析，主要讨论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构建方法，并运用浙江产业集群的数据对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进行实证检验。

第一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的构建原则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是构建指标体系的指导方针，以确保指标体系的正确性、完整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同时，要注意平衡指标先进性和应用性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指导原则。

一、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是指预警指标构成一个层次分明的整体，各个指标之间是相互联系、有机统一的。
[1]

 既然产业集群是一个网络系统，那么其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必须能够系统地、多角度地反映产业集群整个网络结构的风险水平以及发展状况，能够反映网络内部各个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和相互影响。由此，可以由内向外按照产业集群的网络层次来设计风险预警指标，依次构建企业网络结构风险、支撑网络结构风险和社会网络结构风险三个层次的预警指标体系。

二、可比性原则

可比性原则是指指标体系必须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即设立的指标能反映不同类别、不同行业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共性和特性，以便于对不同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进行对比与分析。按照可比性原则的要求，设计预警指标时要考虑不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差异性，尽量选取能够同时反映不同集群风险的评价指标。指标不宜过多过细，评价标准和计量单位要统一，以保证其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可比性。

三、动态性原则

动态性原则要求指标体系既能综合反映一个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现状，也要能反映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便于预测和管理，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可以根据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做出适当的调整。
[2]

 这就要求产业集群风险评价指标中要有反映集群的集中度、延伸度和创新度等的变化趋势的指标。有些产业集群虽然目前竞争力较强，各项指标状态良好，但是如果创新能力不强，发展潜力不大，那么也许预示着将来会有较大风险。因此，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相互补充才能全面综合地反映产业集群的风险状况。

四、可操作性原则

预警指标体系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就要求尽量设计量化指标，所选取的指标尽可能从各种统计资料上直接获得或者通过计算获取。对于确实无法量化或者量化有困难的指标，所表达的含义要明确，核算和综合方法要统一，以保证指标比较结果的合理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另外，指标体系层次的多少要适当，既要满足评价需要，又要便于操作。
[3]

 根据实证调查，产业集群在很多地方表现为跨行政区的产业组织形态，从地方政府统计部门这一渠道很难获得产业集群各项指标的完整原始数据；产业集群作为网络性经济社会组织，其评价指标中有些难以量化，例如反映其支撑网络状况的服务机构和反映其社会网络状况的社会资本等指标，只能定性分析。指标体系应该定量与定性相结合，难易适当，便于获取和分析。

第二节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的构建方法

根据本研究第五章提出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评价SCP模型和ANP，按照上述构建原则，下面具体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的构建依据与内容。

一、预警指标构建的依据

预警指标体系构建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根据ANP，将预警指标体系依次分为目标层、准则层和指标层三个层次。二是根据本研究第三章关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研究结论，将预警指标的准则层划分为企业网络、支撑网络和社会网络三个组成部分。三是根据本研究第五章对浙江省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的分析，特别是关于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集聚度与集群劳动生产率的定量分析结论，来筛选预警指标体系中的核心指标，即反映企业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包括产业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EG指数、区位熵和HHI指数五个集聚度指标，同时增加反映集群企业动态变化的集群企业衍生度和集群企业创新度两个指标。四是关于支撑网络结构风险，选择与集群发展关系密切的公共服务平台支撑度、专业市场完善程度和行业协会服务水平三项指标，它们也可以采取相应的定量指标经过换算进行科学测评。五是关于集群的社会外部环境影响，主要是根据本研究关于产业集群社会网络结构中社会资本和文化因素对集群嵌入性的分析的结论，选择这两种因素中的核心指标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资本作为定性分析指标，在实际操作中，可以采取专家意见法和德尔菲法进行主观分析和评估。

二、预警指标的主要内容

根据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并借鉴目前学者对产业集群竞争力及风险评价的研究成果，按照上述方法，本研究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如表7—1所示。


表7—1 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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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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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浙江典型集群企业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权重

在构建预警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环节是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目前，确定指标权重的主要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鉴于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方法主要采用了主观赋权法中的SCP模型和ANP，如果确定指标权重时仍然运用上述方法，那么评价者主观上的差异将会影响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因此，本研究以浙江典型集群为例，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来确定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的权重，并进行实证分析。

一、浙江典型集群企业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权重测算

本研究通过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调查取得浙江省五个典型产业集群2011年的原始数据，并根据浙江省统计年鉴的数据指标计算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指标。鉴于支撑网络结构风险和社会网络结构风险指标不易进行定量分析，且影响较小，这里仅仅运用熵值法分析产业集群企业网络结构风险指标的权重。熵值法的基本原理和计算步骤见上一章的介绍。企业网络结构风险指标中的X
 1
 至X
 5
 的值见第八章第四节对这五个产业集群集聚度分析的计算结果。其他指标值利用附录中所列的五个产业集群的2011年原始数据计算，计算过程这里省略，结果如表7—2所示。


表7—2 浙江五个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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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指标标准化，所得结果如表7—3所示。


表7—3 浙江五个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标准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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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熵值法的基本步骤计算指标权重，结果如表7—4所示（计算过程见附表）。


表7—4 浙江典型集群企业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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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浙江典型集群企业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权重分析

对上面测算出来的浙江典型集群企业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按照权重大小排序如下：X5
 ＞X1
 ＞X4
 ＞X7
 ＞X6
 ＞X2
 ＞X3
 。这说明集群企业集中度、产业集中度、集群专业化程度（区位熵）相对而言在企业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中所占权重较大，其次是反映集群企业创新能力和动态变化的指标。

对照表7—5所示的2011年浙江典型集群的经济效益指标，可以发现综合经济效益较好的是绍兴纺织和乐清工业电气两个产业集群，对比分析其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在五个集群中，二者的产业集中度较高，但集群专业化程度和集群企业集中度较低，这说明较高的产业集中度有利于提高集群竞争力，降低集群风险；较低的集群企业集中度意味着企业之间的竞争不激烈，企业竞争度与集群风险呈负相关关系。


表7—5 2011年浙江典型集群的经济效益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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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

我们知道，产业集中度、集群专业化程度（区位熵）和集群企业集中度这三个指标分别表示产业集群的产业竞争力、专业化水平和集群中的企业集中程度，能够全面反映集群企业的网络结构特征，所以应该占有较大权重。产业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三个指标的曲线具有趋势相同的特征，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它们测度的都是一个集群在一定区域内的竞争的激烈程度，故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这两个指标所占比重较小。关于这一结论，本研究在下一章对浙江省这五个典型集群集聚度的定量分析中，将运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法进一步验证。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提出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在前一章提出的预警管理方法的SCP模型和ANP等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和构建依据；其次，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提出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最后，运用浙江典型产业集群的原始数据对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说明构建的预警指标体系能够客观地反映不同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水平和网络结构风险状态。本章的研究结论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提供了定量依据。

注释：


[1]
 参见李崇明：《基于系统核与核度理论的房地产预警系统指标体系选取方法》，载《数学的实践与认识》，2005（11）。


[2]
 参见李文博：《基于网络分析法的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研究》，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7）。


[3]
 参见卢杰等：《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的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载《统计与决策》，2008（19）。


第八章 浙江省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分析

在浙江省，制造业和商贸流通业产业集群一度引领着全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相关产业以及集群本身发展阶段的逐步更替，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深度介入，以中小民营企业为主要组成元素的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发展速度逐步放缓，部分区域的集群甚至出现了衰退的迹象。在创新能力提升较慢的现实情况下，集群企业间的过度竞争加剧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根据产业集群研究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要突破集群发展的现有瓶颈，逐步培育区域集群的持续竞争力，一是要注重区域主导产业的发展和升级，二是要注重集群内部结构的优化和调整，而这两方面的实现都需要研究浙江省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与风险的关系。

第一节 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现状与特点

一、产业集群规模大，区域分布广

有区域特色的产业集群源于“一乡一品”。经过十几年的滚动发展之后，以区域经济为特征的产业集群专业区数量不断增加，规模逐步扩大，实力大大提升。据统计，2010年浙江全省年工业总产值或销售收入在亿元以上的制造业产业集群区块有601个，其中10亿元以上的有312个，100亿元以上的有72个，300亿元以上的有7个，平均每个县拥有3个产业集群。
[1]



从行业分布来看，浙江省产业集群共涉及纺织业、塑料制品业、医药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28个工业门类，其中年产值超过千亿元的有5个行业，分别为纺织业（51个区块，年产值2950亿元）、纺织服装和鞋帽制造业（53个区块，年产值1860亿元）、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50个区块，年产值1400亿元）、通用设备制造业（48个区块，年产值1130亿元）、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37个区块，年产值1120亿元）。
[2]



从地区分布情况看，各市的产业集群数量和产值差别较大。依次为：杭州124个，年产值3380亿元；宁波77个，年产值2500亿元；金华77个，年产值1310亿元；温州73个，年产值1735亿元；台州67个，年产值1680亿元；绍兴58个，年产值2647亿元；嘉兴35个，年产值1540亿元；湖州30个，年产值680亿元；丽水25个，年产值136亿元；衢州24个，年产值108亿元；舟山11个，年产值110亿元。
[3]

 浙江省块状经济销售收入排名前10位的县（市、区）见表8—1。


表8—1 块状经济销售收入排名前10位的县（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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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浙江省政协调研组：《浙江省产业集群调研报告》，2009年11月。

二、产业结构涵盖面广，仍以传统产业为主

从浙江产业集群的产业分布数量来看，产业集群数量超过10个的产业有15个，其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产业集群数量最多，达到35个，然后依次为通用设备制造业33个，纺织业29个。总体来看，轻纺和机械等传统产业仍是浙江产业集群的主体。从销售规模看，产业集群实现销售收入超过1000亿元的产业有9个，超过1500亿元的有6个。其中纺织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内产业集群销售收入分别达到5723亿元和3146亿元。
[4]



由于外部环境和发展阶段的变化，产业集群的行业分布也在不断变化。如图8—1所示，“十一五”末，排名上升的产业多数是装备制造业，如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金属制品制造业都进入了前5位，石油加工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上升至第7位。总的看来，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重化工业比重不断上升，劳动密集的轻工业比重逐渐下降，这一变化符合经济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和阶段的变化，说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积极效应正在显现。
[5]

 但是，同时也发现排在首位的仍然是传统轻工业中的纺织业，这说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潜力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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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产业集群销售收入超1000亿元的行业



资料来源：浙江省政协调研组：《浙江省产业集群调研报告》，2009年11月。

三、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初见成效

近几年来，为了应对国际经济衰退的消极影响，提升区域和产业竞争力，浙江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的若干意见》，积极推动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1）规模和效益稳步提升。2010年，浙江全省42个产业集群示范区实现销售收入18187.61亿元，出口交货值3828.5亿元，利润1045.4亿元，分别占浙江全省工业总量的36.1%、35.8%、34.8%；从个体规模看，年销售收入超千亿元的产业集群数量从2008年的3个增至2010年的5个，分别为杭州装备制造、绍兴纺织、萧山化纤纺织、永康（含武义、缙云）五金及宁波服装产业集群；从利润水平看，共实现利润1045.4亿元，比2008年增长了30.6%，平均销售利润率从5.5%上升到5.75%。
[6]

 其中，第一批设立的21个产业集群示范区的主要规模和效益指标如表8—2所示。

（2）创新能力日益提高。2010年，在创新投入上，42个产业集群示范区共完成R＆D投入280.4亿元，比2008年增长23%；完成技术改造投入832.6亿元，比2008年增长28.6%，占工业固定资产投入的64.8%。在创新产出上，实现新产品产值3131亿元，比2008年增长32.9%，新产品贡献率提高日趋明显；专利申请数21629件，专利授予数18152件。在创新载体建设上，拥有高新技术企业393家，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0个，省级企业技术中心204个。
[7]

 其中，第一批设立的主要产业集群示范区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指标如表8—3所示。

（3）品牌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初步形成了涵盖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和集群品牌在内的品牌梯队。42个产业集群示范区共有中国名牌产品96个，浙江省著名商标395个，浙江省名牌产品415个，出口名牌89个，分别占全省总量的33.2%、15.4%、25.8%和22.3%；拥有中国驰名商标206个；原有区域性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不断提升，共拥有各类全国性集群名片100多个。
[8]

 其中，第一批设立的21个产业集群示范区2010年品牌建设情况如表8—4所示。

（4）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一批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竞争力较强的集群内重点优势企业崛起，促进了产业集群整体水平的提升。42个产业集群示范区中共有15个属于龙头带动型集群，依托龙头企业技术、营销和配套协作等优势带动了一大批中小企业提升发展。全省146家工业行业龙头骨干企业中有71家“落户”42个集群示范区内，占全省总量的近一半。有18个集群共计54家企业在国内外成功上市。一大批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设立海外生产基地、在国外注册商标等手段，走上国际化发展道路。
[9]



（5）公共服务支撑体系逐步完善。包括研发检测平台、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专业市场等多形式、多层次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逐步完善。42个产业集群示范区拥有各类公共服务平台108个，服务领域涵盖了技术创新、产品检测、信息服务、管理咨询、人才培训、市场调研等；拥有各级行业协会75个，拥有各类大型专业市场40个，基本实现了由传统专业市场向集物流服务、信息服务、展销服务为一体的综合型、现代型专业市场的转变。
[10]




表8—2 第一批设立的21个产业集群示范区2010年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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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


表8—3 21个产业集群示范区2010年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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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


表8—4 第一批设立的21个产业集群示范区2010年品牌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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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

四、产业集群的制造业与专业市场协同发展

产业集群集贸工农、产学研于一体，特别是与专业市场有机结合，相得益彰。浙江省已形成以消费品市场为中心、以专业市场为特色、与要素市场相配套的产业集群市场服务体系。例如，世界著名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汇集了40万种商品，商品出口至215个国家和地区，2011年市场成交额达到515亿元，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小商品指数”发布中心和联合国指定的采购中心。再如，绍兴纺织业通过二十多年的努力，用细细的涤丝“编织”成一个庞大的产业集群，已形成囊括纺织原料、纺丝、织造、印染、服装、家纺、经编、纺织机械、纺织软件以及市场销售等，较为完整，配套协作，产能大，品种多，企业机制活的产业体系，并建立了亚洲最大的纺织品专业市场中国轻纺城，把产品推向国内外。

五、集群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产业集群的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技术创新、品牌创新、管理创新、体制机制创新等几个方面。总体来看，近年来浙江省多数集群企业特别是一些龙头骨干企业重视原始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积极探索原始创新，自主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推动了区域经济和综合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但是，由于浙江产业集群多数以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为主，与区域性中心城市特别是国际上先进的创新资源共享不够，导致自身原始创新的能力不足，加上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性导致的内部技术互相模仿加剧，因此，产业集群的创新与可持续发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
[11]



第二节 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新趋势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国内外和本区域的经济、技术和社会条件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浙江省产业集群的生成模式、空间形态、组织形态、转移轨迹和升级路径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特点、新趋势。同时，浙江省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引导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生成模式发生根本变化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产业组织形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浙江省人多地少，以及该地自古就有经商的文化传统，当地农民利用制度创新和市场创新，积极开办家庭工业，逐渐形成了有区域特色的块状经济。而当时所处的短缺经济时期也给这些块状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使其得以在短时间内迅速发展成长。浙江省大多数产业集群属于在块状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内源式自发成长型产业集群，如嵊州领带产业集群、宁波服装产业集群、余杭家纺产业集群、大唐袜业产业集群等。据统计，目前浙江全省共有内源式自发成长型产业集群261个，年销售收入占块状经济总量的80%以上。

近十年来，伴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加快发展，产业发展的市场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全面短缺的时期进入结构性、阶段性过剩的时期，导致产业集群的生成模式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高新产业和新兴的产业集群生成模式集中表现为政府规划导向型（沙滩模式），政府的有效引导和招商引资成为浙江产业集群形成发展的主要方式。如衢州氟硅产业集群、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舟山船舶产业集群等就是采用此类模式形成的。据统计，目前浙江全省共有外源式规划引导型产业集群51个，年销售收入占产业集群总量的1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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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状经济生成模式的变化，势必对块状经济转型升级带来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政府经济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必须关注传统块状经济的转型提升和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化发展，并注重通过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带动传统块状经济转型升级。

二、空间形态呈现出多个层次

浙江省产业集群空间发展的形态呈现出多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县域型和镇区型产业集群，即相关企业主要分布在一个县（市、区）或乡镇的功能区，这也是浙江省传统块状经济主要的空间形态。据统计，这一个层次的产业集群有219个，年销售收入占产业集群总量的42.3%。第二个层次是跨县域型产业集群，即产业集群跨县域并向相关产业拓展。如永康的五金产业已经实现了跨区域、跨产业的发展，从地域看，以永康为核心，向缙云、武义、东阳发展，在周边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形成了区域块状经济；从行业看，已突破了五金的范畴，共涉及8大行业，逐步向机械装备行业发展。据统计，浙江全省有近1/3的产业集群突破了县域范围，按照县域统计的93个产业集群已形成了21个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跨县域型块状经济，年销售收入达1.62万亿元，占全省产业集群总量的57.7%。第三个层次是市域型产业集群，即在市域范围内形成多核心分布的产业集群，如宁波服装产业集群、杭州装备产业集群、衢州氟硅产业集群、舟山船舶产业集群等。市域型产业集群作为跨县域型产业集群的一部分，反映了地级市产业集聚的主要特征。据统计，目前浙江省共有市域型产业集群12个，年销售收入占产业集群总量的25.9%。当前，市域型和跨县域型产业集群的比重在不断提高，积极探索创新培育这两类产业集群的体制机制，是亟待解决的新课题。

另外，由于即时通信时代的来临、便捷的交通和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越来越重视工业园区建设等因素的影响，产业集群在空间形态上离散度持续上升和在工业园区的集聚度进一步提高的趋势并存。因此，既要重视工业园区建设，又要重视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对新型空间形态的探索。

三、产业组织形态多样化

浙江省产业集群起步阶段的基本模式是“专业生产＋专业市场”，但通过多年的演变，产业集群的产业组织形态主要存在以下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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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互动提升型。经过多年的发展，一批产业集群逐渐形成“专业化分工的生产体系＋国际性商贸市场主导的服务体系＋城市空间发展的支撑体系”的发展模式。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相互促进、相互提升和良性互动越来越成为浙江产业集群的主导组织形态。如义乌和路桥小商品市场、海宁皮革城、绍兴柯桥轻纺市场、永康科技五金城等一批国际性商贸市场，在与工业化、城市化的互动中不断发展壮大，在省内外和国际市场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浙江各类区域性市场与集镇互动发展，促进了市场大省与产业集群的共同提升。据统计，目前全省共有互动提升型产业集群74个，年销售收入占产业集群总量的42.9%。

二是龙头带动型。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一批集群内龙头骨干企业陆续崛起，建立了自身的全球营销网络体系，大大提升了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形成了龙头企业带动型的产业集群。如温州乐清工业电气产业集群，形成了以正泰、德力西、人民电器等龙头企业带动的组织形态。据统计，目前全省共有龙头企业带动型块状经济60多个，年销售收入占产业集群总量的32.5%。而且，随着专业市场营销模式变化，龙头带动型的产业集群比例将进一步提高。

除了以上两类主要组织形态外，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导致资源要素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整合，一批以营销和研发为主的服务型产业集群得以产生和发展，有学者称之为虚拟网络型的产业集群。如服装行业中，温州的森马服饰、美特斯邦威，嘉兴的雅莹服装等企业。目前，这种虚拟网络型的集群组织形态，正逐步向家电、机械等行业拓展，如杭州巨星科技公司在全球范围整合五金产业的资源。这些组织形态和商业模式的演变，充分说明了浙江省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步伐正在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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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产业和资本流动多向化

区域经济中的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趋势直接关系到集群的发展、壮大或衰落、消亡。由于地理位置、产业发展阶段、区域要素成本和政府引导力度等因素的影响，浙江省不同区域的产业转移和资本流动呈现多向化的趋势。第一类是产业迁入和资本不断流入，形成经济增长极的集聚效应。如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等地，由于独特的区位优势，不仅集聚了高新技术产业，而且集聚了一些传统产业。第二类是传统主导产业基本稳定在原有区域范围内，而与主导产业不相关的产业向外迁出。例如，凭借其专业化配套分工优势，永康五金产业在半径为100公里的区域内不断集聚，同时，有色金属加工、光伏等其他不相关的产业则向外迁出。第三类是产业和资本均向外加速转移。近年来，浙江省一些传统产业集群出现了产业整体或局部往外迁出的趋势，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压力。特别是一些先发地区由于空间、要素成本约束等原因，民营企业在向新兴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形成的新项目往往向其他地区转移。如绍兴市，据不完全统计，2009年对外投资的高新技术项目规模约70亿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11%，全市年销售规模超10亿元的85家工业企业中有50.6%的企业有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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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末期，为了促使一些新兴产业的大项目留在省内，浙江省启动了“山海协作工程”，一些地区积极探索工作机制和完善相关政策，取得了初步成效。如宁波、衢州共建“山海协作园区”，宁波市政府对本市投资者在衢州市投资的项目给予投资总额的1.3%作为补助，宁波市部分区政府还另外给予1.7%的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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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集群发展模式综合化

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不仅仅是制造业的问题，还越来越体现为一个综合和开放的创新体系。产业集群的发展壮大不仅推动了工业化进程，而且也极大地带动了市场化、城市化发展，形成了“三化”互动提升，共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格局。近几年来，依托产业集群的发展，一批国际性商贸市场成了区域经济发展中亮丽的风景，浙江全省金融服务、现代物流、信息服务、创意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取得了长足进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正在快速形成和发展。此外，政府、企业、协会、市场力量和相关产业等都是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主体，既分工协作，又相互渗透；产业集群发展已从以硬要素支撑为主转向以软要素支撑为主，社会资本和人才资源在推动转型升级过程中的作用更加明显；产业发展越来越呈现出传统产业高新化、高新技术融合化、新兴产业集群化的趋势，产业融合成为一种常态。概括来讲，表现为产业集群发展的模式和支撑动力日益综合化。

六、转型升级路径特色化

不同行业、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集群，转型升级路径具有明显差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浙江省覆盖面最广的以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纺织服装类、五金机械类产业集群，已经初步完成了产品和工艺流程的升级，目前正处在品牌培育、营销体系建设等功能提升的发展阶段；涉及产业领域较多、以生产者引领型为主的装备制造类产业集群，正在向成套化、大型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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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行业的产业集群主要根据不同行业市场格局的变化，着力提高产业集中度，优化产业组织形态，增强区域创新能力，加强专业化配套协作，提升产业层次。同时，在全球化背景下和资源要素持续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过程中，部分产业集群也不可避免地逐步消亡。因此，在学习国内外转型升级成功经验的同时，更要注重产业集群的原始创新，根据本地产业的实际情况，选准不同产业的转型升级路径。

产生上述几方面发展新趋势的根本原因，在于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了产业集群生成、发展模式的变革。这就需要深入分析和研究产业集群自身的组织网络及其结构特性，并适时进行调整和变革，以降低产业集群风险，促进可持续发展。

第三节 浙江省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与风险分析

从上述分析可知，浙江省产业集群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根据各地的特色产业、优势产业以及发展环境的不同，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集群发展模式。浙江产业集群的发展实践也证实了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即产业集群作为一种为创造竞争优势而形成的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其所具有的群体竞争优势和集聚发展规模效益是其他产业组织形式无法比拟的。但是，不同网络结构的产业集群不可避免地存在风险，下面进行归纳与分析。

一、大量中小企业群生型集群存在低端化锁定倾向

这类产业集群类似于第三章分析的“马歇尔式集群”，主要是由大量中小企业组成，无核心企业。改革开放初期，为适应对“吃穿用”的需求，浙江省形成了许多以纺织服装、机械加工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产业集群，如温州鞋业产业集群、义乌饰品产业集群、诸暨大唐袜业产业集群等。这类集群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的“低、散、弱”低端化锁定倾向。主要表现如下：一是产业层次低。此类产业集群以传统产业为主，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比重较低。制造业主要集中在产业价值链“微笑曲线”底部的加工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两端延伸不够，生产性服务业满足高端产业发展的能力薄弱。二是组织结构散。产业集群缺少龙头企业带动，大量中小企业之间同质恶性竞争加剧，虽然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比较高，但在销售和定价方面没有相应的话语权。如诸暨大唐袜业产业集群共有企业11080家，而销售规模超亿元的企业仅27家，仅仅占企业总数的0.2%；再如诸暨珍珠产业集群，产量占全球珍珠市场70%的份额，价值却不足全球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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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自主创新能力弱。大企业集团的相对缺乏决定了浙江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能力弱，现有的公共服务平台只能提供共性技术、质量检测、信息交流等初级技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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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少数大型企业支配型集群存在“技术锁定”风险

浙江省也存在由少数大型企业支配、网络结构类似“轮轴式”的产业集群。如前所述，这类产业集群易于产生“技术锁定”风险，如杭州装备制造产业集群中的杭州汽轮动力集团有限公司、万向集团公司、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钱江集团有限公司都是全国行业龙头企业。宁波塑机产业集群以龙头老大宁波海天塑机为首，包括海太、海达、海星、海波等30余家“海字系谱”民营企业。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则主要由金海湾船业、扬帆集团、欧华船厂、五洲船厂、南洋之星、鑫亚船厂等骨干船舶修造企业和其他许多中小型配套企业组成。这类集群通常由一个或少数大型核心企业支配，以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产业链为背景，集群内部的高效率核心企业与外围供应商之间存在密切的合作与联系，形成了长期的契约关系，核心企业控制着资金、技术和商业服务，由龙头企业控制的产品价值链环节存在较强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同时，过度专业化使产业价值链纵向环节的“资产专用性”增强，使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联系过于紧密，从而产生技术演化中的“路径依赖”。

三、“共同平台衍生型”与“特殊政策引入型”集群缺乏“根植力”

浙江的乐清工业电气产业集群、平湖光机电产业集群等产业集群属于“共同平台衍生型”。企业的衍生主要依靠区域内共同平台的孵化，其中研发平台居于中心地位；区域内企业之间分工不明显，缺乏产业链上的上下游联系，企业之间很少建立创新方面的合作关系。由于企业的可迁移性，以及其他地方同类平台的可替代性，这类产业集群的未来存在很大的风险，容易流失优秀企业；又由于各个企业互不相关而且是外向型的，集群缺少建立在独特地方文化基础上的亲和力，也难以发展新的同一性，甚至可能破坏已经存在的团结，造成集群不那么有黏性。

另外，一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的工业园区可以被视为“特殊政策引入型”集群。园区企业的集聚主要来自政府政策支持、公共设施投入等，比如区域特殊的政策优惠、优良的基础设施、廉价的劳动力等。产业集群企业间没有显著的“供应商—用户”关系或者“竞争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外因驱动下的产业集群雏形，网络关联度低，相互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体现为对公共服务、信息、基础设施等的共享，容易成为外来核心企业的暂时栖息地，缺乏产业集群的“根植力”。

四、支撑网络要素不足对现代产业集群发展产生“挤出效应”

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在支撑网络层次存在一些共性问题。从硬要素看，各项配套条件基本已经完善，但工业空间紧缺、要素成本过高的问题日益突出，关于空间平台中的产业集群规划的战略研究不够，制约着产业升级的空间需求。从软要素看，浙江省人才和科技要素的历史积淀不足，高层次创新人才缺乏，如百万人口研发人员数量分别只有广东的78%、江苏的58%、辽宁的56%，人才总量中高级技术职称人员仅占3.9%，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难以适应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需要。
[20]

 块状经济对企业技术自主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即，块状经济内有大量企业靠技术模仿和产品加工生存，企业间人员流动频繁，知识产权保护很难，技术创新的高成本低收益使块状经济内企业失去自主创新的动力，一大批高技术项目外流。例如，从永康五金产业集群看，一批项目向湖北、江西等地转移，据当地经贸部门不完全统计，2009年永康对外投资的高新技术产业规模约50亿元，占对外投资总额的10%左右。全国最大的工具五金企业也不在永康，而是杭州的巨星科技公司，该公司年产销额达到19亿元，这其中根本的原因是其具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稳定的科研队伍。
[21]



因此，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一方面要抓住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的机遇，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入推进“走出去”发展战略；另一方面要顺应发展形势，特别要重视产业集群发展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体制性、素质性、结构性问题，进行体制机制创新，不断完善产业集群发展的网络结构。

第四节 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竞争力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

关于产业集群的许多理论研究成果证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集群企业的空间集聚。产业集群的集聚度也是反映其网络结构特征的重要定量指标。事实上，导致产业集聚具有竞争力优势的原因也有很多。虽然目前有关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实证研究成果还比较少。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影响产业集聚的因素很多，有些变量难以控制；二是有关产业集群的数据较难获得，很多指标不易定量。
[22]

 为此，本研究选择并调查了浙江五个典型的产业集群，根据2008—2011年产业集群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产业集群的集聚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本研究试图通过分析产业集群集聚度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关系，确定产业集群的集聚度对其网络结构风险所产生的影响。因为，毋庸置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于降低产业集群风险、提高集群竞争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产业集群集聚度评价方法分析

（一）关于产业集聚及其竞争优势

产业集聚能促进知识溢出、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投入共享。Weber将这种竞争力的来源归结于集聚经济。Krugman认为这种竞争力的形成是报酬递增、运输成本降低和本地市场规模扩大交互作用的结果。Porter则着重强调了竞争的重要性。国内学者石灵云认为，集聚经济、灵活专业化、创新网络、合作竞争和路径依赖等对于集群的竞争优势都具有重要作用。
[23]



（二）关于产业集群集聚度的测度方法

在学术界，产业集聚度通常被用于定量评价产业集群的集聚程度，目前中外学者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很丰富。Lu Jiangyong和Tao Zhigang分析了我国制造业行业的集聚趋势以及影响行业集聚的微观基础，研究了影响行业集聚的因素，结果表明样本期间我国制造业行业集聚程度呈上升态势。
[24]

 陈颖、李强构建了包括要素聚集速度、产业集聚质量和集聚规模收益系数三个指标的国家高新区产业集聚测度体系，并实证分析了我国高新区产业集聚的整体规模收益水平。姚敏、许红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机理，并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六大类行业的集聚水平及变动趋势进行了精确测度。目前用于测度产业集聚程度的指标有很多，如行业集中度（Concentration Ration of Industry）、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哈莱—克依指数（Hannah-Kay index，HK指数）、空间基尼系数（Space Gini Coefficient）等。Ellision和Glaeser（1997）提出了新的集聚测度指数——EG指数。
[25]



（三）研究现状述评

行业集中度、HHI指数、HK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等方法普遍存在忽略地区规模差异和企业规模差异的不足，不便于在不同产业、不同地域间进行比较。Ellison等提出的EG指数具有突出优点：一是EG指数不受厂商数量及其分布的影响，便于在不同的产业之间进行比较；二是只要有产业的就业数据即可；三是运用EG指数测度产业集群的集聚度，同时考虑了集群企业规模差异和区域差异两方面的影响，可以弥补运用空间基尼系数测度产业集聚度的缺陷，能够实现跨产业、跨时间甚至跨国的比较，得到的数据也相对更准确。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主要定量指标比较与分析

目前学者们运用经济地理学理论分析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度的方法主要有四种，或者说他们分别运用四个方面的定量指标比较和分析了产业集群的空间分布特征：（1）产业集中度和区位熵（显示性竞争优势）；（2）产业空间分布的基尼系数，测度区域内产业空间分布的均衡程度；（3）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4）EG指数。

1.产业集中度和区位熵

一是产业集中度。在产业集聚水平的测度方法中，产业集中度是最简单、最常用的方法，它是衡量一个产业的竞争优势的主要指标。产业集中度是指一个区域内某产业的指标数值（职工人数、销售收入、资产总额等）占全国或者较高层次的区域范围内整个产业相应指标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为Cij
 =Xij
 /∑i
 Xij
 。Cij
 代表一个区域内某产业的集中度，i表示区域，j表示产业，Xij
 代表i地区j产业的职工人数、销售收入、资产总额等指标，i加总表示全国或者较高层次的区域范围。产业集中度指标能够测度一个产业在一定区域内的竞争程度，测算方法简便易行，但是它存在忽略地区规模差异和企业规模差异、不便于在不同产业间进行比较的问题。二是区位熵，又称专业化率，主要反映某一产业的专业化程度及其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其计算公式为Ei
 =（qi
 /∑n
 qi
 ）/（Qi
 /∑n
 Qi
 ）。Ei
 代表某区域中i产业在高层次区域的区位熵，数值越大表示产业的集聚程度越高；qi
 表示该区域内产业的指标数值（职工人数、销售收入、资产总额等）；Qi
 表示高层次区域内产业的相应指标数值；n表示某产业的部门数量。区位熵能够形象地反映某区域的主导产业和产业集聚水平，缺点是不能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2.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

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由赫希曼提出，后经赫芬达尔加以改进，又简称HHI指数。其计算公式为HHI
 =∑N
 zj
 2
 =∑N
 （Xj
 /X）2
 。X代表产业总规模（产值或就业人数等），Xj
 代表j企业的规模，N
 代表产业内的企业数。HHI的取值范围为0≤HHI≤1。
 HHI指数越小，表明产业集聚程度越小；反之，HHI指数越大，则产业集聚程度越大。HHI指数考虑了企业的总数和企业规模两个因素的影响，能准确反映产业的集聚程度。HHI指数的缺点是直观性较差，需要全面的统计资料。因此，本研究根据客观情况，考虑到产业集群中各个企业微观数据搜集的困难，参照国内学者一般处理的方法，以浙江省经信委“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提供的产业集群中企业单位数和集群总产值数据作为依据，来变通地计算和比较典型产业集群的HHI指数。

3.空间基尼系数

克鲁格曼等利用洛伦兹和基尼系数的原理和方法，构建了测度产业空间分布均衡程度的空间基尼系数。其计算公式为G
 =∑N
 （si
 -xi
 ）2
 。式中G为空间基尼系数，si
 是i地区某产业占全国或者较高层次区域该产业就业人数或总产值的比重，xi
 是该区域所有产业就业人数或总产值占全国或者较高层次区域相应指标的比重。G的取值范围为0≤G
 ≤1，G
 =0时，产业的空间分布是均匀的；G的值越大，表明地区产业的集聚程度越高。空间基尼系数考虑了面积大小对产业集中度的影响，将全部产业的地理分布作为比较基准，使得不同产业的指标具有可比性；它的不足之处是没有考虑企业规模的影响，也没有区分随机集中和共享外部性或自然优势的集中。

4.EG指数

该指数是在综合HHI指数和空间基尼系数优点的基础上，由Ellision和Glaeser（1997）提出的产业空间集聚度指数。假设某一区域内的产业i有N个企业，且这N个企业分布于r个地理区域中，则该产业的集聚度的计算公式为γ=［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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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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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中，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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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j、k分别为产业i、区域j、企业k，si
 为产业i在区域j的就业人数或者总产值占该产业全国或者较高层次区域总就业人数或者总产值的比重，xj
 为区域所有产业就业人数或者总产值占全国或者较高层次区域总就业人数或者总产值的比重，zk
 为企业k的就业人数或者总产值占产业总就业人数或者总产值的比重。一般认为，当EG＜0.02时，产业处于低度集聚水平；当0.02≤EG＜0.05时，产业处于中度集聚水平；当EG≥0.05时，产业处于高度集聚水平。

（二）本研究的主要思路与数据来源

第一，研究思路。首先，为了克服各个指标的局限性，本研究运用上述四个空间经济计量指标，基于浙江省经信委“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提供的2008—2011年典型产业集群的面板数据，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数值，然后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比较各个指标之间的差异，综合衡量产业集群的空间集聚水平。其次，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目前只能搜集到2008—2011年四年的产业集群面板数据，数据量不能满足回归分析的要求，所以本研究拟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来分析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度与集群产出即产业集群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产业集群的集聚度与竞争力的相关关系，主要目的是为研究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与风险之间的关系提供依据。

第二，数据来源。产业集群是一种区域经济集聚现象，其定量数据的搜集和统计存在诸多困难。本研究从浙江省产业集群示范区中选取了数据相对全面的绍兴纺织、海宁皮革、慈溪家电、永康五金和乐清工业电气五个典型集群，依据浙江省经信委“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集群所在区域统计年鉴和浙江省统计年鉴提供的原始数据，经过换算获得计算产业集群集聚度的面板数据，如表8—5所示。


表8—5 2008—2011年浙江省典型集群面板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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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省经信委“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浙江省及相关地市统计年鉴原始数据整理。

三、浙江典型集群产业集聚度指标计算与统计分析

根据以上五个浙江产业集群的面板数据，运用产业集聚度的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分别计算出描述产业集群空间集聚度的定量指标：产业集中度、区位熵、空间基尼系数、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和EG指数，如表8—6所示。根据指标数值，分别绘制出五个集群的各个指标在2008—2011年四年的变动趋势如图8—2至图8—6所示。下面我们分别分析各个指标的变化趋势与差异。

（一）产业集群的产业集中度和区位熵分析

首先，分析产业集中度。从数值大小看，绍兴纺织、海宁皮革、慈溪家电、永康五金、乐清工业电气五个集群2008—2011年的均值依次为0.269、0.119、0.090、0.207、0.141，标准差依次为0.019、0.017、0.086、0.157、0.121。可见，均值最大的是绍兴纺织集群，均值最小的是慈溪家电集群；而标准差最小的是海宁皮革集群，标准差最大的是永康五金集群。这说明，一方面，绍兴纺织集群的产业集中度最高，慈溪家电集群的产业集中度最低；另一方面，2008—2011年，海宁皮革集群的产业集中度最稳定（稳步增长），永康五金集群的产业集中度变化较大（急剧下降）。

其次，分析区位熵。绍兴纺织、海宁皮革、慈溪家电、永康五金、乐清工业电气五个集群2008—2011年的区位熵均值依次为2.03、6.46、3.65、13.76、7.06，标准差依次为0.115、0.844、1.652、0.610、3.482。可见，均值最大的是永康五金集群，均值最小的是绍兴纺织集群；而标准差最小的是绍兴纺织集群，标准差最大的是乐清工业电气集群。这说明永康五金集群的区位熵最高，绍兴纺织集群的区位熵最低；2008—2011年，绍兴纺织集群的区位熵最稳定（稳步增长），乐清工业电气集群的区位熵变化较大（急剧下降）。


表8—6 浙江省典型集群集聚度定量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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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根据图8—2和图8—3对比分析产业集中度和区位熵。值得关注的是绍兴纺织集群的产业集聚度最高，但是区位熵最低，并且这两个指标都比较稳定（标准差都比较小）；永康五金集群和乐清工业电气集群的指标变化剧烈；而慈溪家电集群的两项指标的绝对值都比较小。对于这些指标特征是否会体现在集群的产出上，或者会产生什么影响等问题，需要与其他指标综合比较，或者进一步分析后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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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 产业集中度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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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 区位熵曲线



（二）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分析

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反映的是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规模及其变动趋势。从五个集群（顺序同前，下同）的数值和变化情况来看，该指数2008—2011年的均值依次为0.0012、0.0078、0.0034、0.0016、0.0014，标准差依次为0.00036、0.00201、0.00065、0.00064、0.00061。由此可见，绍兴纺织集群的均值和标准差都是最小的；而海宁皮革集群的均值最大，同时标准差也最大，特别是2011年的指数值明显提高；另外三个集群的均值和标准差居中，且差别较小（见图8—4）。

[image: ]
图8—4 HHI指数曲线



（三）空间基尼系数分析

空间基尼系数相对于产业集中度指标，增加了区域空间范围的因素。五个集群2008—2011年的空间基尼系数均值依次为0.018、0.010、0.0054、0.042、0.018，标准差依次为0.0042、0.0037、0.0079、0.0267、0.0179。可见，均值和标准差最大的都是永康五金集群；均值最小的是慈溪家电集群，其次是海宁皮革集群；标准差最小的是海宁皮革集群。从绝对数值看，五个集群的指标均值和标准差四年之间的差距显著，最大值是最小值的7～8倍。另外，通过比较各条指标曲线，不难发现，五个集群2008—2011年的空间基尼系数曲线都与各自的产业集中度曲线变动轨迹基本趋同（参见图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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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5 空间基尼系数曲线



（四）EG指数分析

五个集群2008—2011年的EG指数均值依次为0.0171、0.0022、0.0034、0.0405、0.0166，标准差依次为0.0043、0.0019、0.0078、0.0316、0.0183。可见，海宁皮革集群的EG指数均值和标准差最小；而永康五金集群的EG指数均值和标准差最大，并且其指数在四年内急剧下降。按照学者们的共识，从均值来看，只有永康五金集群的EG指数大于0.02，达到中度集聚水平，其余四个集群的EG指数小于0.02，均处于较低的集聚水平。同样，通过比较指标曲线，不难发现，五个集群2008—2011年的EG指数曲线、空间基尼系数曲线以及产业集中度曲线三者变动轨迹基本趋同（参见图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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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6 EG指数曲线



（五）五个指标的综合分析

综合比较分析五个集聚度指标的变动趋势，不难发现五个集群2008—2011年的EG指数曲线、空间基尼系数曲线以及产业集中度曲线三者变动轨迹基本趋同；而区位熵曲线和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曲线各自有其特点，与其他指数之间没有联系。

从指标公式可以看出，产业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三者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它们测度的都是一个集群在一定区域内的竞争程度。其中，产业集中度最简便易行，但是没有考虑空间和企业规模的影响；空间基尼系数在产业集中度的基础上，增加了空间规模因素；EG指数又兼顾了空间基尼系数和HHI指数的长处，进一步考虑了企业规模的影响。由此得出，三个指标是一脉相承、逐步完善的。反过来看，浙江五个典型集群的实证数据反映出三个指数的变化趋势相同，从实证上说明了理论指标的合理性。区位熵指数主要反映集群的专业化程度，HHI指数则侧重说明集群中企业规模的变化情况。因此，二者对于全面评价产业集群的集聚度是必不可少的补充。

至于上述集聚度指数如何影响集群产出，二者有无相关关系，不能简单主观论断。目前从绝对值和变化曲线大致来看，只能发现，绍兴纺织集群的几个指数值都比较稳定（标准差相对较小），而从表8—7和图8—7中可发现，该集群的产出最好（劳动生产率最高），且比较稳定；相对而言，产业集中度和空间基尼系数最小、其他指数也比较小的慈溪家电集群劳动生产率最低；几个集聚度指数值都不稳定的是永康五金集群，相应的劳动生产率也不稳定，且比较低。那么，这种相关性是否是必然的，它们有什么特征和规律？对于该问题，需要运用一定的理论方法进一步分析和研究。由于客观条件所限，目前搜集到的浙江典型集群数据只有2008—2011年四年的面板数据，不能满足运用回归模型等计量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的要求，故本研究拟借鉴灰色关联理论的方法，来进一步分析集聚度指数和集群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


表8—7 2008—2011年浙江典型集群劳动生产率指标

[image: ]


资料来源：根据浙江省经信委“浙江省重点产业集群数据报送平台”、浙江省及相关地市统计年鉴原始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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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7 劳动生产率曲线



四、浙江典型集群集聚度与劳动生产率的灰色关联分析

（一）灰色关联分析的主要步骤

第一，确定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通过计算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关联度，分析灰色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灰色关联度可分成“局部性灰色关联度”与“整体性灰色关联度”两类。二者主要的差别在于局部性灰色关联度有一个参考序列，而对于整体性灰色关联度，任一序列均可作为参考序列。
[26]



第二，原始数据变换，即标准化处理。由于系统中各个因素的量纲不一定相同，如劳动力为人，产值为万元，产量为吨等，有时指标的数量级也相差悬殊，如粮食每公顷产量为几千公斤，费用为几十万元，这样的数据很难直接进行比较，而且它们的几何曲线比例也不同。因此，必须消除原始数据的量纲，将之转换为可以比较的数据序列。根据实际情况和要求的不同，主要采取以下几种转换方法。
[27]



（1）初值法：

[image: ]


（2）均值法：

[image: ]


（3）百分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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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归一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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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效益法（指标值越大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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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计算关联度系数。定义灰色关联度系数为

[image: ]


其中，Δ0
 （k
 ）=|x0
 （k
 ）-xi（k
 ）|为绝对差，[image: ]
 为两极最小差，[image: ]
 为两极最大差，ρ
 ∈（0，1）为分辨系数，它的作用是削弱最大绝对差数值太大引起的失真，提高关联度系数之间的差异显著性，一般情况下其取值大小为0.1～0.5。

第四，计算关联度。设ωk
 为指标k
 的权重，满足

[image: ]


定义公式（2）为x0
 对xi
 的灰色关联度，r（x0
 ，xi
 ）是对序列几何距离的度量：

[image: ]


（2）

第五，确定因素指标权重，计算关联度并排序。具体步骤包括建立层次结构模型，构造判断矩阵，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最后，计算关联度并根据关联矩阵进行优势分析。
[28]



（二）绍兴纺织集群集聚度与劳动生产率的灰色关联分析

按照上述步骤，首先来计算绍兴纺织集群的集聚度与劳动生产率的灰色关联度。将产业集群的劳动生产率x0
 （k）（k=1，2，3，4）作为参考序列，将测度集群集聚度的五个指标值作为比较因素序列xi
 （k）（i=1，2，3，4，5；k=1，2，3，4）。

第一步，根据2008—2011年绍兴纺织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原始数据（如表8—8所示）进行原始数据转换，得到各标准化序列如表8—9所示。


表8—8 2008—2011年绍兴纺织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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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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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9 2008—2011年绍兴纺织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标准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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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绝对差Δ0i
 （k）=|x0
 （k）-xi
 （k）|，得出以下序列：

Δ01
 =（0，0.3，0.04，0）

Δ02
 =（0，0.3，0.24，0）

Δ03
 =（1，0.14，0.69，0）

Δ04
 =（0，0.43，0.04，0）

Δ05
 =（0，0.42，0.09，0）

Δmin
 =0

Δmax
 =0.69

第三步，计算关联度系数。取ρ
 =0.5，由公式（1）得出ζ0i
 =（0+0.5×0.69）/（Δ0i
 （k）+0.5×0.69）即

ζ01
 =（1，0.535，0.896，1）

ζ02
 =（1，0.535，0.560，1）

ζ03
 =（0.257，0.711，0.333，1）

ζ04
 =（1，0.445，0.896，1）

ζ05
 =（1，0.451，0.793，1）

第四步，求关联度。设ω
 1
 =ω
 2
 =ω
 3
 =ω
 4
 =0.25，由公式（2）得出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r
 01
 =ω
 1
 ∑ζ01
 =0.25（1+0.535+0.896+1）=0.858


r
 02
 =ω
 2
 ∑ζ02
 =0.25（1+0.535+0.560+1）=0.774


r
 03
 =ω
 3
 ∑ζ03
 =0.25（0.257+0.711+0.333+1）=0.576


r
 04
 =ω
 4
 ∑ζ04
 =0.25（1+0.445+0.896+1）=0.835


r
 05
 =ω
 5
 ∑ζ05
 =0.25（1+0.451+0.793+1）=0.811

可见，绍兴纺织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五个集聚度指标的关联度排序为r
 01
 ＞r04
 ＞r05
 ＞r02
 ＞r03
 。

（三）五个典型集群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灰色关联度比较与分析

按照同样的步骤，可以分别计算出另外四个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指标的关联度，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列出其关联度与排序结果（计算过程见附录）。

第一，海宁皮革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五个集聚度指标的关联度及其排序为


r
 01
 =ω
 1
 ∑ζ01
 =0.25（0.508+0.652+0.353+1）=0.628


r
 02
 =ω
 2
 ∑ζ02
 =0.25（0.340+0.652+0.353+1）=0.586


r
 03
 =ω
 3
 ∑ζ03
 =0.25（0.556+0.333+0.353+1）=0.561


r
 04
 =ω
 4
 ∑ζ04
 =0.25（0.5+0.5+0.353+1）=0.588


r
 05
 =ω
 5
 ∑ζ05
 =0.25（0.462+0.938+0.353+1）=0.688


r
 05
 ＞r
 01
 ＞r
 04
 ＞r
 02
 ＞r
 03


第二，慈溪家电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五个集聚度指标的关联度及其排序为


r
 01
 =ω
 1
 ∑ζ01
 =0.25（0.368+1+0.588+0.336）=0.573


r
 02
 =ω
 2
 ∑ζ02
 =0.25（0.368+1+0.575+0.391）=0.584


r
 03
 =ω
 3
 ∑ζ03
 =0.25（0.781+0.725+0.617+1）=0.781


r
 04
 =ω
 4
 ∑ζ04
 =0.25（0.368+1+0.595+0.340）=0.576


r
 05
 =ω
 5
 ∑ζ05
 =0.25（0.368+0.610+0.633+0.333）=0.486


r
 03
 ＞r
 02
 ＞r
 04
 ＞r
 01
 ＞r
 05


第三，永康五金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五个集聚度指标的关联度及其排序为


r
 01
 =ω
 1
 ∑ζ01
 =0.25（1+0.472+0.930+1）=0.851


r
 02
 =ω
 2
 ∑ζ02
 =0.25（0.379+0.862+0.694+0.333）=0.567


r
 03
 =ω
 3
 ∑ζ03
 =0.25（0.333+0.485+0.862+0.333）=0.503


r
 04
 =ω
 4
 ∑ζ04
 =0.25（1+0.532+0.862+1）=0.849


r
 05
 =ω
 5
 ∑ζ05
 =0.25（1+0.532+0.862+1）=0.849


r
 01
 ＞r
 04
 =r
 05
 ＞r
 02
 ＞r
 03


第四，乐清工业电气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五个集聚度指标的关联度排序为


r
 01
 =ω
 1
 ∑ζ01
 =0.25（0.333+0.355+0.350+0.481）=0.380


r
 02
 =ω
 2
 ∑ζ02
 =0.25（0.333+0.357+0.342+0.495）=0.382


r
 03
 =ω
 3
 ∑ζ03
 =0.25（1+0.40+0.394+0.521）=0.579


r
 04
 =ω
 4
 ∑ζ04
 =0.25（0.333+0.345+0.342+0.481）=0.375


r
 05
 =ω
 5
 ∑ζ05
 =0.25（0.333+0.350+0.350+0.481）=0.379


r
 03
 ＞r
 02
 ＞r
 01
 ＞r
 05
 ＞r
 04


下面来比较五个典型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灰色关联度，各个集群排在前三位的关联度排序情况如下。

绍兴纺织集群：r
 01
 ＞r
 04
 ＞r
 05


海宁皮革集群：r
 05
 ＞r
 01
 ＞r
 04


慈溪家电集群：r
 03
 ＞r
 02
 ＞r
 04


永康五金集群：r
 01
 ＞r
 04
 =r
 05


乐清工业电气集群：r
 03
 ＞r
 02
 ＞r
 01


从中可见，五个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灰色关联度，按照出现的次数多少，排在前三位的依次为：r
 01
 4次，r
 04
 4次，r
 05
 3次r02
 2次，r
 03
 2次。就是说，总体来看，产业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这三个指标的灰色关联度在五个集群中相对较强，这与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也是一致的。这说明，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这三个集聚度指标与集群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区位熵和HHI指数两个集聚度指标与劳动生产率的灰色关联度较弱。

进一步分析2008—2011年五个典型集群的集聚度指标值及其变动趋势，可以反过来印证上述结果。产业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这三个集群中集聚度指标均值较大的是绍兴纺织、乐清工业电气和永康五金三个产业集群。其中，绍兴纺织集群的产业集中度指数最大，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适中，但是其三个指标最稳定。相应地，这三个产业集群的劳动生产率均值相对较高，其中绍兴纺织集群最高。此外，绍兴纺织集群的区位熵和HHI指数均值却是最小的，区位熵均值最大的是永康五金集群，HHI指数最大的是海宁皮革集群。但是，这三个集群的劳动生产率各不相同，绍兴纺织集群最高，永康五金集群比较高，海宁皮革集群比较低。

（四）分析结果与讨论

以上主要运用经济地理学方法对浙江五个典型产业集群的集聚度指标及其与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一是产业集中度、区位熵、HHI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五个集群集聚度指标各有优缺点，分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集群的集聚度和竞争力；二是产业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三个指标的曲线具有趋势相同的特征；三是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灰色关联度的分析结果都表明，产业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三个集聚度指标与集群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区位熵和HHI指数两个集聚度指标与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关性。

本研究的政策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评价产业集群的竞争力不能只局限于某一项定量指标，只有根据几项指标综合分析，才能增强准确性和科学性；第二，科学引导产业集群发展，应该着眼于提高集群的产业集中度即产业竞争优势，同时保持其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稳步提高，避免产业集群集聚度的剧烈波动，这样有助于提高集群的劳动生产率；第三，产业集群的专业化程度（区位熵）和企业规模集聚度（HHI指数）并非越高越好。例如，对于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区位熵和HHI指数越高，竞争越激烈，产出反而越低。因此，应该根据不同产业的特点，确立合理的产业集聚度水平，这样才能降低集群风险，保持产业集群可持续发展。

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本研究依据的数据量较少，不能满足运用回归模型等计量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的要求，只能借鉴灰色关联理论的方法，初步分析集聚度指数和集群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有待于今后在更充分的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产业集群的各个集聚度指标和集群产出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定量分析，为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依据。

第五节 浙江典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控对策

一、完善发展规划，防范集群风险

科学的规划对于产业集群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些研究表明，产业集群有生命周期，倾注了过多人力、物力、财力，具有结构较单一、层次较低、产业联系密切等特点，产业集群发展一旦没有跟上外部环境的变化，集群的整体衰退甚至消亡就会不可避免。这已被一些地方衰退的钢铁、煤炭、造船、纺织等老工业区所证实。从目前的情况看，浙江多数产业集群由低成本带来的价格优势和高额利润正在逐渐消失，参与国际品牌竞争、技术竞争和全球分工体系的核心优势还没有形成。产业集群的发展规划的主要任务是制定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措施和长远计划，主要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和产业链条升级四个方面，明确创新的具体路径，加快由粗放松散型发展模式向集约紧密型发展模式转变，进而促进产业集群由低成本竞争向创新竞争演进，由价值链低端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加快由内向区际化联系型向嵌入全球价值链外向国际化联系型升级，逐渐改变浙江省产业集群发展的“三小”（小企业、小产品、小城镇）特征和“三低”（低成本、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特点；进一步提升价值链的层级要求，促进产品向上游和下游的双向延伸，拓展产业发展空间；进一步重视和逐步解决近年来浙江产业集群发展中存在的产品结构变化和产业升级缓慢、资本外流、企业外迁等问题，进一步加快新产品开发、实施品牌战略、加强市场营销等，不断提高核心竞争力。

二、密切产业合作，促进集群创新

根据浙江省不同类型产业集群的企业网络结构，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预控对策。优化产业发展内部合作机制，推动集群创新升级。引导产业集群加快创新方式的升级，推动传统的产学研合作向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转变。推动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构建和发展，完善法律契约保障形式，以整合产业集群创新资源，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促进产业集群的集成创新，提高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同时，着重从生产系统、创新系统、对外联系系统三个方面完善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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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完善生产支持系统。要加强职业教育和技术工人培训公共服务供给，加快培育现代企业家队伍。第二，完善技术创新支持系统。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生产力促进中心的服务职能，形成企业、高校或科研院所和政府三方共同构建，产权明晰，市场化运作的技术研发和推广系统；充分发挥市场信息中心、科技咨询和服务中心等公共服务机构的作用，以及政府的产业和科技政策的引导和引领作用。第三，完善对外联系支持系统。注重产业合作，与产业链中其他产业集群实现“竞合共生”，加强电子商务的虚拟对外联系通道建设，依托互联网加大对国外技术和资本的引进力度，构筑“全球知识通道”。

三、健全组织体系，强化服务职能

针对浙江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现状，按照产业集群预警管理组织体系的框架，落实三个方面的措施。一是重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企业预警组织体系。改革集群企业现有的职能部门设置格局，设立专门的企业风险预警管理职能部门；将企业战略管理系统中的发展规划和公关职能整合起来，纳入企业预警管理组织系统，强化集群企业的战略规划和宏观协调职能。二是整合产业集群网络支撑系统的政府职能。充分发挥浙江省转升办（经信委）的综合协调职能，整合发展与改革、科技、商务、工商、中小企业、银监等相关职能部门，在对产业集群管理和服务的过程中，做到信息共享、职能互补、步调一致、形成合力，共同构建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政府管理系统。三是健全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社会服务组织。科研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社会组织是产业集群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促进它们的协调一致，使之形成优势互补和互动，共同促进产业集群竞争力的增强，降低风险。

四、构建预警指标，加强风险监测

第一，加强对产业集群运行的监测分析和动态管理。进一步完善对产业集群示范区建设的数据搜集整理和统计分析，对建设进展及项目实施等情况进行跟踪监测。在省转升办（经信委）建立的全省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示范区建设统计监测数据报送系统的基础上，加快建立“全省产业集群信息监测系统”。第二，构建产业集群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在实际运用中，可以根据不同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属性和特点选取有代表性的指标，并赋予不同的权重系数。一般地，企业网络结构风险B1
 所占比例最大。而在企业网络结构风险指标中，集群企业创新度影响最大，集群企业衍生度次之。第三，根据指标数值确定警报级别和指标阈值。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警级分为四级：轻度警级（Ⅳ级）、中度警级（Ⅲ级）、较重警级（Ⅱ级）和特重警级（Ⅰ级）。对于评价集群企业网络结构风险的指标，可以根据不同的地域和行业加以选择。而对于无法量化的指标可以运用定性指标表述，例如社会网络结构风险指标中的基础设施、产业政策、法律法规、文化传统和企业家精神等，可以参考加拿大学者Padmore和Gibson建立的产业集群竞争力评价GEM模型，给定性指标赋值，确定风险级别。

五、主动迎接挑战，引领集群发展

产业集群既是全球化发展的结果，又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浙江产业集群在融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加强集群内部联系，而且需要在全球价值链中与区域外经济组织积极互动，主动迎接挑战，推动创新发展。由于区域特点和条件所限，浙江省产业集群的产业层次比较低，产业规模比较小，在国际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要从根本上提升集群的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必须主动迎接国际经济竞争和挑战，着眼于产业集群的长远发展，制定产业转型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战略规划。其中，一个重要的战略措施就是推动产学研合作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相结合。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是各成员单位为赢得市场竞争而自愿结成的联盟，是推动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重要载体。要基于市场经济规则，以企业为主体，以高校和科研为依托，充分发挥产学研在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建设中的积极性。要在各方自愿的基础上，建立产学研长期合作的信用机制与利益协调机制，在创新投入分担、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等方面做出明确的界定。要积极探索和完善相应的治理机制，包括联盟成员之间的冲突协调机制、知识产权信息披露机制等，通过机制来规范成员的行为。

六、努力优化环境，完善支撑网络

一是创新政府服务方式，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各个政府部门应努力改善服务环境，提高服务水平。通过开设“绿色通道”，在规划布局、土地出让、融资、电力保障、市场开拓、人才培训、网络建设、电子商务等方面向集群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二是建立人才培养和使用机制，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人才保障。通过外引、借智等多种途径集聚产业集群发展急需的人才，在户籍管理、社会保障、住房、子女就学等方面提供配套服务，提供优惠条件吸引高级人才来浙江发展创业、安家落户。利用杭州高校众多的优势，鼓励民资与企业积极参与订单办学，通过政府与高校、企业与高校间的合作，建立多层次的人才培训体系，进行专业化的人才培训。大力加强区内职高、技校等技术培训基地的建设，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努力为企业培养技术工人。三是积极支持行业协会开展工作。大力加强行业协会自身的建设，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在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行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保护知识产权、反倾销诉讼、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的作用，为各类投资者创造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和提供有效的服务。四是优化政策资源配置，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对用所得利润再投资发展主业项目的企业、推动重大技术改造技术攻关项目的企业、实施资产重组并购的企业、发展电子商务的企业、实施品牌战略的企业，以及对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企业管理者和科学技术带头人，要给予符合国家法律、世贸规则的政策支持和财政资助。五是加强人文环境建设。一个产业集群的产生总是和区域传统文化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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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产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以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网络以及与之有关的信任、规则与价值取向作为社会资本，可促使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人文环境是社会中隐藏的无形环境，是潜移默化的民族灵魂。要不断培育和宣扬“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不断转变传统观念，提高接受外界文化的热情，加强与外界的文化交流，通过对基本竞争力因子的积极影响提升产业集群竞争力。

第六节 本章小结

本章在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首先对浙江省的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和特点、发展趋势和网络结构风险进行了总结和归纳，然后选择了浙江五个典型的产业集群，根据2008—2011年产业集群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方法对产业集群的集聚度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分析。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灰色关联度的分析结果都表明，产业集中度、空间基尼系数和EG指数三个集聚度指标与集群劳动生产率具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区位熵和HHI指数两个集聚度指标与劳动生产率没有相关性。这些结论可以作为科学评价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和网络结构风险的重要依据。最后，运用本研究得出的理论结论结合浙江产业集群和社会实际，提出了浙江典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控对策。

本章研究结论既是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研究成果的实证检验，也为研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体制和方法提供了实证依据和定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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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舟山船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案例评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对本研究的理论成果进行实证检验，本研究选择在全国和区域经济发展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舟山船舶产业集群进行实证分析。

第一节 舟山船舶产业发展概况与行业地位

一、产业发展历程

舟山船舶工业发展起步较早，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长期以来主要为渔业生产提供服务，产业规模较小。改革开放之前只具备万吨级以下船舶修理能力和500吨级以下沿海货船及钢质渔船制造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00年以来，舟山船舶工业积极抢抓船市兴旺和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舟山的区位优势和港口资源优势，在政府的规划引导和政策支持下，船舶工业高起点规划，合理布局产业空间结构，严格实行项目高门槛准入制度，先后引进了日本常石集团、中远船务、新加坡万邦集团、太平洋中国集团、韩进集团、日立造船等国内外知名企业，新建或扩建了金海重工、扬帆、欧华、正和、鑫亚等一批骨干企业。此外，随着修造船业的发展，船舶配件生产、海工装备项目落户开工，船舶交易市场、船用商品交易市场、船舶人才交流市场以及研发设计机构等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产业结构和产品档次大幅提升，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形成了集船舶设计、建造、修理、拆解和配套服务于一体的产业体系，船舶产业链得到了较快延伸，产生了显著的产业集聚效应。

二、在全国的行业地位

近年来，舟山船舶修造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已成为浙江省最大、长三角地区重要的船舶工业基地。2010年，舟山船舶工业总产值550.77亿元，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45.9%。其中，造船产值451.77亿元，修船产值57.6亿元，船舶配套产值41.4亿元；2010年，规模以上企业造船完工量708万载重吨，新签订单995万载重吨，年底手持船舶订单2361万载重吨，市场份额分别为10.8%、13.2%和12%（见图9—1、表9—1以及图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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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 近五年舟山市船舶工业总产值及其占全国的份额



资料来源：根据舟山市经信委《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十一五”规划》和舟山市统计年鉴整理。


表9—1 近三年舟山造船三大指标市场份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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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2 近三年舟山造船三大指标及其市场份额示意图



第二节 舟山船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

一、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

舟山船舶企业主要集中分布在舟山本岛北部及西北部周边岛屿、盘峙及周边岛屿、小干—马峙岛、六横岛、秀山—岱西—长涂岛五大区域，主要骨干企业的区域分布如表9—2所示。规模以上修造船企业达60余家，规模以上船用配套生产企业30余家，从业人员约6万人。
[1]




表9—2 舟山市船舶集聚区块企业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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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舟山市经信委发布的《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十一五”规划》整理。

二、骨干企业的现状与引领作用

常石（舟山）造船、金海重工、扬帆集团跻身世界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前30强。金海重工、扬帆集团、欧华造船被列入浙江省龙头骨干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现代造船模式推进初见成效，扬帆集团和欧华造船在推行精度控制和深化生产设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无余量上船台率分别达95%和100%，分段预舾装率分别达85%和95%。

骨干企业的引领作用非常明显。金海重工、扬帆集团、常石（舟山）造船、欧华造船、正和造船、五洲船舶等造船骨干企业产值之和占全市造船产值的60%，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和手持订单之和分别占全市的约74%、90%和75%；舟山中远船务、鑫亚船舶、万邦永跃的修船能力进入全国十强，产值之和占全市修船产值的约50%。

三、产业集群产品结构与竞争优势

目前，舟山船舶制造产品正在向大型化和高技术船型拓展。11万吨级油船、5300TEU集装箱船、5.2万吨级浮式储油船、全球首艘满足共同规范（CSR）的5.45万吨级散货船、17.6万吨级散货船、5000车位汽车运输船已交付使用；GM4000半潜式可移动海洋平台主船体成型，52m钢制豪华游艇船体完成船体大合拢，16500吨级、27000吨级化学品船顺利下水，重吊船、多用途船也批量开工建造；32万吨级大型油船（VLCC）已完成生产设计。

舟山中远船务、鑫亚船舶、万邦永跃等企业具备坞修30万吨级以下各类船舶及海洋工程平台的能力，其改装业务（尤其是VLCC改VLOC）在业内享有较高声誉。另外，舟山的船舶配套产品的档次逐步提高，产品门类逐步齐全。

四、产业集群技术创新网络与优势

舟山扬帆集团的船舶设计研究所及舟山海之帆造船技术有限公司、金海重工、欧华造船的船舶设计研发中心，能满足现有船舶生产设计的要求。浙江省海洋开发研究院下设船舶设计研究中心、造船技术研究中心、海洋工程与环境研究中心，整合了多家大专院校的科技资源，建立了江苏科技大学工作站，并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02研究所联合创办了“浙江东海船舶工程研究院”，联合乌克兰马卡洛夫造船大学建成了浙江船舶技术转移中心，联合上海船舶工艺研究所成立了舟山船舶工程中心，此外还成立了浙江大学—舟山海洋研究中心。目前，舟山拥有船舶类院校及船舶设计研究所10余家，研发设计队伍共1200余人。

船舶配套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也不断提高。浙江欣亚磁电与德国施奈德集团合作研制了船舶驾驶自动控制系统，并建立了全球服务网络；飞鲸漆业有限公司积极参与船用油漆国家标准的制定；舟基集团引进MAN公司的技术，与日立造船联合生产低速柴油机；舟山金海舟船舶与江苏海陆装饰有限公司进行技术合作，生产船用防火门、船用卫生单元。

五、产业集群抵御风险的能力

近年来，舟山船舶骨干企业通过加强管理、苦练内功，加强技术创新和市场开拓，充分发挥灵活的机制体制和良好的发展环境的优势，有力地抵御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主要造船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在全球造船企业普遍面临交船难、接单难和盈利难困境的背景下，金海重工先后承接了51艘、784万载重吨新船订单，占世界新船订单总量的34.5%（2009年前三季度），成为金融危机后世界第一家承接批量订单的船企。继金海重工之后，扬帆集团承接了10艘5.7万载重吨大灵便型散货船和6艘1.9万吨级化学品船；欧华造船积极开拓特种船市场，先后承接了5艘重吊运输船和10艘多用途船共计24.38万载重吨订单。这些批量订单的承接使舟山新船订单量位居全国第一。2009年前三季度，全市船舶企业新接订单900万载重吨，占全国的53.9%。
[2]



第三节 舟山船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分析

一、产业集群规模效应尚未显现

目前世界船舶产业高度集中，不仅在国家层面呈现出韩国、日本和中国“三足鼎立”的格局，而且在主要造船国内部也存在产业高度集聚现象。单从造船产量看，在全球，韩国蔚山船舶产业集群和日本今治船舶产业集群位列世界前两位，在国内，除上海外，南通、大连和舟山等地在国内处于第二方阵。韩国蔚山地区拥有现代重工和现代尾浦两家世界级大型造船企业；日本今治地区拥有今治造船和新来岛两大造船集团和周边多家中型船厂；而我国上海地区拥有江南、外高桥以及沪东中华等国有骨干造船企业；南通市拥有中远川崎、熔盛重工、韩通重工、吉宝南通等中外合资和民营造船企业，对当地船舶工业的迅猛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与之相比，舟山船舶产业虽然也拥有在国内知名的扬帆集团、欧华造船、常石（舟山）造船等骨干造船企业，船舶产业已初步形成集群，但与起步早、发展快的韩国蔚山、日本今治、上海船舶产业集群仍有较大的差距。韩国蔚山船舶产业集群基本情况见图9—3。

[image: ]
图9—3 韩国蔚山船舶产业集群示意图



与国内外典型船舶产业集群相比，舟山的地理条件较好，企业和从业人员较多，但由于新兴船企产能尚未完全释放，船舶修理企业数量比例大，致使造船完工量占本国和世界的份额低于其他集群，与韩日两国仍有差距（见表9—3和表9—4）。


表9—3 舟山船舶产业规模与国内外典型集群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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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包括造船业及其关联行业的人员。

资料来源：根据舟山市经信委《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十一五”规划》和舟山市统计数据整理。


表9—4 集群骨干造船企业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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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手持订单统计截止日期为2009年8月。

资料来源：根据舟山市经信委《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十一五”规划》和舟山市统计数据整理。

二、产业集群处于产业价值链低端

舟山船舶产业主要集中在船舶制造加工领域，价值相对较高的船舶配套本土化率低，部分企业不具备船型研发设计能力，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尚未形成国际品牌，影响力不及其他相对成熟的船舶产业集群，部分营销网络和服务体系尚待建立与完善（见表9—5）。


表9—5 舟山船舶产业集群价值链要素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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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舟山市经信委《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十一五”规划》整理。

三、集群配套产业成为“短板”

船舶配套产业已成为舟山船舶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短板”。在已交付的船舶中，只有扬帆集团、欧华造船等少数大型船企能自行从国外或船配制造业相对发达的江苏、上海、大连等地采购，部分船企所用船舶配套由船东指定并自行在外采购，只有一些用量少、技术要求不高的产品在本地购买。
[3]

 舟山与南通及蔚山和今治船舶产业集群的对比情况见表9—6。


表9—6 舟山船舶产业集群配套与南通、蔚山和今治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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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舟山市经信委《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十一五”规划》整理。

相比较而言，南通已经发展成为我国船舶配套业较为成熟的地区之一，2005年该市成立船舶配套工业集中区，是我国首批规划的规模最大的船舶配套产业集聚地，面积达15.2平方公里。2009年1～8月，船舶配套业完成总产值363.3亿元，同比增长14.7%。

四、技术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就研发而言，舟山船舶产业集群内部存在船型开发设计能力较为薄弱、优化升级较慢、新概念产品创新能力较低等问题，需要依靠上海、江苏等地的设计院所提供产品设计图纸，成本较高，周期较长。此外，舟山船舶科技创新氛围有待进一步改善，船舶产业总体科技投入相对较少，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见表9—7）。


表9—7 研发创新能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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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舟山市经信委《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十一五”规划》整理。

从效率指标来看，舟山骨干造船企业在建立以采购中间产品组织生产为特征的现代造船模式方面已初见成效，但一些造船企业仍处于由分段制造模式向分道制造模式过渡的阶段。扬帆集团和欧华造船等骨干造船企业的主要生产技术指标已经处于全国前列，但与日本今治和韩国蔚山等成熟船舶产业集群仍存在一定差距（见表9—8）。


表9—8 舟山骨干船企与日韩船舶产业集群典型生产技术指标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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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舟山市经信委《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十一五”规划》整理。

此外，韩国和日本船舶产业集群近年来还一直注重造船模式和工法的研究和应用。蔚山船舶产业集群在造船方法上创造性应用了平地造船法和湿船坞串联造船法，前者大幅增加了产能，后者使坞期平均缩短18%；在工法研究上，现代重工将1号船坞改造成“T”型坞以提高生产能力，并建成“鱼鳍”式新型船坞，有效缩短了船坞周期，提高了船舶出坞作业安全系数；同时，现代重工率先采用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系统（PLM），使企业内部各部门、配套协作企业、客户等共享有关产品的信息资源，提高了相互间的协作效率。

五、集群企业产品品牌效应不强

舟山船舶企业大多数扩张较快，品牌的积累与沉淀不足。同时品牌经营理念较保守，品牌意识淡薄，国际认可的精品船型较少，造成品牌建设落后，在船东认同方面难以与现代重工和今治造船等国际知名船厂相提并论。同时，舟山船舶产业集群在规模、产品和知名度方面也与蔚山和今治地区有一定差距（见表9—9）。
[4]




表9—9 舟山与成熟船舶产业集群的品牌效应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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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舟山市经信委《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十一五”规划》整理。

六、产业集群服务体系建设滞后

一是人才服务平台方面。韩国蔚山和日本今治走在世界前列。即使与南通等国内其他先进地区相比，舟山船舶产业集群面向国际的高端人才引进仍较为滞后，中高层人才呈外来化、高龄化趋势，且引进成本较高；来自重点专业院校的支持力量较弱；技术人才和工人不足，教育培训体系还不够健全完善，详见表9—10。


表9—10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情况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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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舟山市经信委《舟山船舶修造产业集群“十一五”规划》整理。

二是科研平台方面。浙江省海洋开发研究院等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功能有待完善，船型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的应用能力较为有限。在日本，今治市于2005年就成立了“今治地区造船技术中心”，并与大阪府立大学联合研究，产学研结合紧密。我国南通市已有中远川崎的工程技术中心和熔盛重工的船舶工程研究设计院两个省级研发机构。此外，中远船务工程集团海洋工程研发中心已落户南通；吉宝集团将国内的船舶设计和研发机构移至南通；蛟龙重工收购了新加坡海洋工程设计公司；南通还成立了第一个专业从事船舶设计服务的外资公司——南通欣通船舶设计有限公司。

三是中介机构方面。仓储、物流、信息、融资担保等方面的服务较少，并且能力有限。舟山国际船业博览会等活动的影响力日渐增大，但与汉堡、釜山、今治等国际著名海事展会相比，有待进一步提升。

第四节 舟山船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控管理建议

一、提高集群的产业集中度

认真落实《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等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以舟山经济开发区新港工业园区、定海工业园区、岱山经济开发区、普陀六横、小干岛等区块为船舶工业重点发展区块。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推动相结合的原则，科学推进舟山船舶产业集群集中度的提高。具体措施包括：积极引进央企和国内外优秀船企对舟山船舶企业进行兼并重组；培植大企业集团，鼓励舟山船舶企业相互联合重组；支持骨干造船企业与上下游产业企业组成战略联盟，严格控制新建船坞、船台建设项目，淘汰落后生产能力。
[5]



二、提升产业集群的技术竞争力

一是构建产业集群创新网络。通过产业集群创新网络内各要素的综合作用，形成较大的协同效应，为全面发挥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提供动力。其中，企业群体、研发机构分别是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主体和技术创新源头；作为产业集群创新网络的环境营造者，中介组织和政府部门应积极搭建信息咨询服务、人才资源引进和培育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平台，引进国际认证机构，为船舶产业集群提供全面、专业、有效的公共服务（见图9—4）。
[6]



[image: ]
图9—4 产业集群创新网络



二是依靠龙头企业盘活存量。产业集群中的龙头企业具有关联性大、带动性强的特点，能够对集群内其他企业产生辐射、示范、信息扩散等作用，有助于增强集群内知识的“溢出效应”。应对龙头企业加大投入力度，聚合各种生产要素，在项目建设、要素保障等方面给予倾斜，不断提升龙头企业实力、扩大龙头品牌产品的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完善辐射功能和引领作用，以龙头企业带动集群整体发展。
[7]



三是加快集群品牌建设步伐。创建集群品牌是使产业集群摆脱低层次竞争并形成竞争力的必经途径。具体措施如下：在现有企业品牌的基础上，通过科学制定集群品牌发展战略，以举办或者参加海事展会等为契机，进一步加大舟山船舶产业集群的宣传规模与力度；以打造“舟山船业”区域品牌为抓手，不断提高船舶建造质量，提高龙头企业建造业绩和市场占有率，树立国际优秀船厂品牌；优化船型系列，重点发展满足规范要求的绿色环保船舶，打造船东信任的船型品牌。

三、推动产业集群转型升级

嵌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升级的重要手段包括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价值链升级。舟山船舶产业集群依据企业发展战略与目标，大力推进建造技术、船型产品研究与开发，同时在研发、设计、营销和服务等环节提升水平，结合船舶市场现状、中长期需求及自身条件，延伸至船舶产业相关价值链中（见表9—11）。


表9—11 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舟山船舶产业集群升级方式

[image: ]


激励技术创新，制定并实施教育、科技、新产品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降低各种研发活动的税收；提供财政拨款奖励创新企业和个人，设立企业专项基金，重点资助技术研发、技术标准创新类项目。实施人才战略，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根据需要在集群内新建技术培训中心，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灵活采用技术入股、项目合作、人才互借等方式，加强对集群外部人才的引进；完善人才交流中心的功能，解决集群内企业遇到的研发、管理人员短缺问题和劳务工引进问题，对引进的高级人才在待遇、政策方面给予优惠。充分利用各方面的资源，为产学研合作牵线搭桥；引进独立研发机构在舟山设立分支，鼓励企业独立建设或与外部研发机构联合创建研发中心；搭建科技成果转让交易平台，加快技术产业化进程；建立企业技术服务平台，促进龙头企业与中小企业间的技术流动。

四、完善集群配套产业和支撑网络

一是加快建立与完善船舶配套生产体系。制定优惠政策，营造良好环境，积极引进对舟山产业集群带动作用大的国内外知名配套设备厂商、品牌和技术；培育现有优势企业和产品，支持现有企业自主创新，提升舟山船舶配套产品的规模和层次；支持现有优势配套企业做大做强，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自主创新；推进船舶中间产品区域化、专业化、规模化发展，加快建设船舶中间产品生产中心、管系加工中心以及船用零部件专业加工中心，促进船用配套产业与造修船业协调发展；加快发展以海洋工程平台模块、海洋系泊锚链、海洋平台吊机为代表的高技术、高附加值海洋工程专用设备；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延伸产业链，发展二轮配套业务，向舟山配套企业和周边地区的中船三井等大型配套生产企业提供产品零配件。

二是提高政府公共服务水平。建立政府、企业、专家共同参与的船舶产业集群管理服务机构，加强规划与引导，组织协调各方面关系。制定、完善并积极落实与船舶产业集群发展相配套的鼓励政策。例如，加大对集群骨干企业的信贷和财税支持力度，引导船舶工业调整升级，建立集群内企业信息共享平台，加快内部信息流动，为集群内企业之间开展业务合作与交流提供支持，等等。
[8]



三是培育良好的集群文化。培育以信任为基础的集群文化，运用舆论力量，大力宣传、引导集群文化，促进集群内企业间的公平竞争。建立船舶产业集群企业联合会，增强船舶企业的集群认同感。联合社会中介机构，定期对集群企业进行公正客观的信誉评级并向外公布。

第五节 本章小结

本章是对本研究的主要理论成果的实际运用和进一步的检验。以舟山船舶产业集群为例，在分析其网络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剖析了集群存在的网络结构风险，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控管理建议。对舟山船舶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案例评析是对本研究主要理论成果的实际运用，当然这也有待于在管理实践中进一步落实，并不断得到完善。

注释：


[1]
 参见中国船舶工业市场研究中心、舟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船舶修造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09。


[2]
 参见中国船舶工业市场研究中心、舟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船舶修造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09。


[3]
 参见中国船舶工业市场研究中心、舟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船舶修造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09。


[4]
 参见中国船舶工业市场研究中心、舟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船舶修造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09。


[5]
 参见中国船舶工业市场研究中心、舟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船舶修造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09。


[6]
 参见中国船舶工业市场研究中心、舟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船舶修造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09。


[7]
 参见中国船舶工业市场研究中心、舟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船舶修造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09。


[8]
 参见中国船舶工业市场研究中心、舟山市经济贸易委员会：《船舶修造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施方案》，2009。


第十章 总结及研究展望

第一节 内容总结

本研究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以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为研究对象，主要确立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机制、体制和方法，初步构建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理论框架，并以浙江省典型产业集群为例，对理论研究结论进行了实证检验。

一、主要结论

归纳起来，本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与风险的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形成机理与演化机制，初步确立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分析框架。

二是揭示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管理机制，主要包括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预警管理的理论基础、目标任务、动力机制和运行机理。

三是提出了由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信息管理体系、预警管理组织体系和预警管理咨询体系等次级体系组成的预警管理体系，明确了各个组织体系的职能配置，并阐述了各次级体系之间的职能关系、工作流程、相互关系和运作模式。

四是运用决策科学理论中的SCP结构模型、网络层级分析法（ANP）和熵值法等作为产业集群风险预警管理方法的理论基础，明确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具体的操作方法，主要包括预警信息的搜集与识别、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价方法、预警信号的发布和预控对策的制定等。

五是在借鉴前人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并根据浙江典型产业集群的原始数据，运用熵值法对指标权重的确定方法进行了实证检验和分析，结果说明构建的预警指标体系能够客观地反映不同产业集群的竞争力水平和网络结构风险状态。

六是选择浙江省五个典型产业集群，根据2008—2011年产业集群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方法对产业集群的集聚度和劳动生产率的相关性进行了定量分析，以此作为科学评价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和网络结构风险的重要依据，并运用本研究得出的理论结论，结合浙江产业集群和社会实际，特别以舟山船舶产业集群作为典型案例，提出了浙江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控对策。

二、创新之处

概括来讲，本研究的创新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一）产业集群风险研究的新拓展

关于产业集群风险的已有研究成果，大多数集中于对产业集群的风险、原因和应对措施进行研究。虽然也有人提出下一步需要关注产业集群风险的预警研究，但是缺少完整系统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的理论框架，主要包括预警管理机制、体制、方法和指标体系。

（二）预警管理理论研究的新领域

预警管理理论产生以来，最初主要应用于国家的宏观经济预警。20世纪90年代，我国学者佘廉教授首先将预警理论应用于企业的整体生产经营管理风险研究，提出了企业预警管理理论。近年来，也有学者将预警管理理论应用于产业经济风险和公共安全领域，取得了新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将预警管理理论应用于目前区域经济的空间集聚典型形态——产业集群——的风险管理上，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拓展了预警管理理论的应用领域。

（三）定量分析方法的新应用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网络组织，结构复杂而且影响因素较多。特别是一般情况下，产业集群表现为跨行政区域的空间产业集聚形态。这些因素都导致产业集群的定量数据搜集困难，甚至导致影响产业集群风险的许多因素难以定量。已有成果中也有一些尝试运用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构建了产业集群风险的评估指标。本研究吸收相关成果的优点，综合运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方法，尝试应用现代决策技术方法。根据浙江典型集群的原始数据，本研究将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应用于产业集群网络结构与风险的相关关系的定量分析中，运用熵值法来确定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的权重，进一步拓展了相关定量研究方法的应用领域。

第二节 研究展望

一、本研究的局限性

第一，本研究是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研究的初步尝试。如上所述，产业集群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网络组织，结构复杂而且影响因素较多，导致产业集群的定量数据搜集困难，影响产业集群风险的许多因素也难以定量。同时，我国产业集群的发展历史不长，而且我国的区域环境差异较大，造成产业集群的组织形态多种多样。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与代表性，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研究主要选择了浙江五个典型的产业集群作为实证分析对象，主要采用2008—2011年的数据。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本研究的局限性，使得今后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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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产业集群作为产业空间集聚形态，与地域文化和社会环境因素也息息相关。这一点，本研究在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特点时已经从社会网络结构嵌入的角度进行过分析。但是，由于这些因素对产业集群风险的影响不易定量，很多时候表现为间接影响，所以在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进行评估时没有重点关注。在运用定量方法分析浙江典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的权重时，也只是分析了集群的企业网络结构风险，对社会网络结构风险指标基本没有涉及。这一点也是本研究的主要缺陷。其实，以浙商文化为特色的浙江地方文化也是产业集群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

第三，产业集群作为区域经济的典型集聚形式，在我国的发展与壮大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期间离不开所在区域的政府的扶持与推动。在许多地方，由政府主导设立的开发区构成产业集群的一种主要的网络结构形态。因此，研究产业集群的风险需要考虑宏观经济层面的因素，特别是需要关注政府政策的影响。由于条件所限，本研究在这方面虽有涉及，但是没有展开深入分析。另外，对与宏观因素密切相关的国际方面的影响也没有深入探讨。

二、下一步研究方向

针对上述局限性，进一步的研究相应地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第一，进一步细化和拓展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的定量研究。继续深入开展实证调研，不断充实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进一步展开定量分析；根据不同集群的结构和特点，不断完善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指标体系，通过对比分析不同集群的风险指标，总结产业集群风险的演化规律；搜集和积累不同年度的指标检测数值，通过计算和对比各个年度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综合指标，来分析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动态变化趋势。

第二，进一步分析社会和文化因素对产业集群风险的影响。从定性的角度拓展和深化产业集群风险的研究成果，区域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可忽略，应通过纵向典型案例调研，深入分析区域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产业集群发展与演化的影响，通过舆论引导和文化塑造，预防产业集群风险，推动可持续发展。

第三，从更宏观和更广阔的视角研究产业集群风险预警问题。一方面，综合对比研究我国不同地域和不同行业典型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深入分析不同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的预警机制，进一步深化和丰富理论研究结论。同时，更多地考虑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和影响。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要更多地吸收和借鉴国际产业集群风险管理研究的新成果，不断追踪本课题研究的国际前沿。

注释：


[1]
 参见王卫东：《产业集群网络结构风险预警管理系统及其运行模式》，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12（11）。


附录

一、2008—2011年浙江五个典型集群的主要面板数据


附表1—1 2011年典型集群与浙江省数据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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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2 2010年典型集群与浙江省数据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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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3 2009年典型集群与浙江省数据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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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4 2008年典型集群与浙江省数据搜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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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08—2011年浙江五个典型集群集的聚度计算表


附表2—1 2011年浙江典型集群的产业集中度和空间基尼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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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2 2010年浙江典型集群产业集中度和空间基尼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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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3 2009年浙江典型集群产业集中度和空间基尼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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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4 2008年浙江典型集群产业集中度和空间基尼系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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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5 2011年浙江典型集群区位熵计算（规模以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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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6 2010年浙江典型集群区位熵计算（规模以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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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7 2009年浙江典型集群区位熵计算（规模以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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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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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8 2008年浙江典型集群区位熵计算（规模以上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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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9 2011年浙江典型集群HHI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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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0 2010年浙江典型集群HHI指数计算

[image: ]



附表2—11 2009年浙江典型集群HHI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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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2 2008年浙江典型集群HHI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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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3 2011年五个典型集群EG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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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4 2010年五个典型集群EG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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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5 2009年五个典型集群EG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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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16 2008年五个典型集群EG指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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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08—2011年浙江五个典型集群灰色关联度计算

（一）绍兴纺织集群

第一步，根据2008—2011年绍兴纺织集群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原始数据（如附表3—1所示）进行原始数据转换，得各标准化序列如附表3—2所示。


附表3—1 2008—2011年绍兴纺织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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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22008—2011年绍兴纺织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标准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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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绝对差Δ0i
 （k
 ）=|x0
 （k
 ）-xi
 （k
 ）|，得出以下序列：

Δ01
 =（0，0.3，0.04，0）

Δ02
 =（0，0.3，0.24，0）

Δ03
 =（1，0.14，0.69，0）

Δ04
 =（0，0.43，0.04，0）

Δ05
 =（0，0.42，0.09，0）

Δmin
 =0


Δ
 max
 =0.69

第三步，计算关联度系数。取ρ
 =0.5，由公式（1）得出ζ0i

 =（0+0.5×0.69）/（Δ
 0i
 （k）+0.5×0.69）即

ζ01
 =（1，0.535，0.896，1）

ζ02
 =（1，0.535，0.560，1）

ζ03
 =（0.257，0.711，0.333，1）

ζ04
 =（1，0.445，0.896，1）

ζ05
 =（1，0.451，0.793，1）

第四步，求关联度。设ω
 1=ω
 2=ω
 3=ω
 4=0.25，由公式（2）得出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r
 01
 =ω
 1
 ∑ζ01
 =0.25（1+0.535+0.896+1）=0.858


r
 02
 =ω
 2
 ∑ζ02
 =0.25（1+0.535+0.560+1）=0.774


r
 03
 =ω
 3
 ∑ζ03
 =0.25（0.257+0.711+0.333+1）=0.576


r
 04
 =ω
 4
 ∑ζ04
 =0.25（1+0.445+0.896+1）=0.835


r
 05
 =ω
 5
 ∑ζ05
 =0.25（1+0.451+0.793+1）=0.811

可见，绍兴纺织集群劳动生产率与五个集聚度指数的关联度排序为r
 01
 ＞r
 04
 ＞r
 05
 ＞r
 02
 ＞r
 03
 。

（二）海宁皮革集群

第一步，根据2008—2011年海宁皮革集群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原始数据（如附表3—3所示）进行原始数据转换，得各标准化序列如附表3—4所示。


附表3—3 2008—2011年海宁皮革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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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4 2008—2011年海宁皮革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标准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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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绝对差Δ0i
 （k
 ）=|x0
 （k
 ）-xi
 （k
 ）|，得出以下序列：

Δ01
 =（0.29，0.16，0.55，0）

Δ02
 =（0.47，0.16，0.55，0）

Δ03
 =（0.24，0.60，0.55，0）

Δ04
 =（0.30，0.30，0.55，0）

Δ05
 =（0.35，0.02，0.55，0）

Δmin
 =0

Δmax
 =0.60

第三步，计算关联度系数。取ρ
 =0.5，由公式（1）得出ζ0i
 =（0+0.5×0.60）/（Δ0i
 （k）+0.5×0.60）即

ζ01
 =（0.508，0.652，0.353，1）

ζ02
 =（0.340，0.652，0.353，1）

ζ03
 =（0.556，0.333，0.353，1）

ζ04
 =（0.500，0.500，0.353，1）

ζ05
 =（0.462，0.938，0.353，1）

第四步，求关联度。设ω
 1=ω
 2=ω
 3=ω
 4=0.25，由公式（2）得出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r
 01
 =ω
 1∑ζ0i
 =0.25（0.508+0.652+0.353+1）=0.628


r
 02
 =ω
 2∑ζ02
 =0.25（0.340+0.652+0.353+1）=0.586


r
 03
 =ω
 3∑ζ03
 =0.25（0.556+0.333+0.353+1）=0.561


r
 04
 =ω
 4∑ζ04
 =0.25（0.5+0.5+0.353+1）=0.588


r
 05
 =ω
 5∑ζ05
 =0.25（0.462+0.938+0.353+1）=0.688

可见，海宁皮革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五个集聚度指数的关联度排序为r
 05
 ＞r
 01
 ＞r
 04
 ＞r
 02
 ＞r
 03


（三）慈溪家电集群

第一步，根据2008—2011年慈溪家电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原始数据（如附表3—5所示）进行原始数据转换，得各标准化序列如附表3—6所示。


附表3—5 2008—2011年慈溪家电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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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6 2008—2011年慈溪家电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标准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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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绝对差Δ0i
 （k
 ）=|x0
 （k
 ）-xi
 （k
 ）|，得出以下序列：

Δ01
 =（0.86，0，0.35，0.99）

Δ02
 =（0.86，0，0.37，0.78）

Δ03
 =（0.14，0.19，0.31，0）

Δ04
 =（0.86，0，0.34，0.97）

Δ05
 =（0.86，0.32，0.29，1）

Δmin
 =0

Δmax
 =1

第三步，计算关联度系数。取ρ
 =0.5，由公式（1）得出ζ0i
 =（0+0.5×1）/（Δ0i
 （k
 ）+0.5×1）即

ζ01
 =（0.368，1，0.588，0.336）

ζ02
 =（0.368，1，0.575，0.391）

ζ03
 =（0.781，0.725，0.617，1）

ζ04
 =（0.368，1，0.595，0.340）

ζ05
 =（0.368，0.610，0.633，0.333）

第四步，求关联度。设ω
 1=ω
 2=ω
 3=ω
 4=0.25，由公式（2）得出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r
 01
 =ω
 1
 ∑ζ01
 =0.25（0.368+1+0.588+0.336）=0.573


r
 02
 =ω
 2
 ∑ζ02
 =0.25（0.368+1+0.575+0.391）=0.584


r
 03
 =ω
 3
 ∑ζ03
 =0.25（0.781+0.725+0.617+1）=0.781


r
 04
 =ω
 4
 ∑ζ04
 =0.25（0.368+1+0.595+0.340）=0.576


r
 05
 =ω
 5
 ∑ζ05
 =0.25（0.368+0.610+0.633+0.333）=0.486

可见，慈溪家电集群劳动生产率与五个集聚度指数的关联度排序为r
 03
 ＞r
 02
 ＞r
 04
 ＞r
 01
 ＞r
 05
 。


（四）永康五金集群


第一步，根据2008—2011年慈溪家电集群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原始数据（如附表3—7所示）进行原始数据转换，得各标准化序列如附表3—8所示。


附表3—7 2008—2011年永康五金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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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8 2008—2011年永康五金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标准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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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绝对差Δ0i
 （k）=|x0
 （k）-xi
 （k）|，得出以下序列：

Δ01
 =（0，0.56，0.04，0）

Δ02
 =（0.82，0.08，0.22，1）

Δ03
 =（1，0.53，0.08，1）

Δ04
 =（0，0.44，0.08，0）

Δ05
 =（0，0.44，0.08，0）

Δmin
 =0

Δmax
 =1

第三步，计算关联度系数。取ρ
 =0.5，由公式（1）得出ζ0i
 =（0+0.5×1）/（Δ0i
 （k）+0.5×1）即

ζ01
 =（1，0.472，0.930，1）

ζ02
 =（0.379，0.862，0.694，0.333）

ζ03
 =（0.333，0.485，0.862，0.333）

ζ04
 =（1，0.532，0.862，1）

ζ05
 =（1，0.532，0.862，1）

第四步，求关联度。设ω
 1=ω
 2=ω
 3=ω
 4=0.25，由公式（2）得出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r
 01
 =ω
 1∑ζ01
 =0.25（1+0.472+0.930+1）=0.851


r
 02
 =ω
 2∑ζ02
 =0.25（0.379+0.862+0.694+0.333）=0.567


r
 03
 =ω
 3∑ζ03
 =0.25（0.333+0.485+0.862+0.333）=0.503


r
 04
 =ω
 4∑ζ04
 =0.25（1+0.532+0.862+1）=0.849


r
 05
 =ω
 5∑ζ05
 =0.25（1+0.532+0.862+1）=0.849

可见，永康五金集群劳动生产率与五个集聚度指数的关联度排序为r
 01
 ＞r
 04
 =r
 05
 ＞r
 02
 ＞r
 03
 。


（五）乐清工业电气集群


第一步，根据2008—2011年乐清工业电气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原始数据（如附表3—9所示）进行原始数据转换，得各标准化序列如附表3—10所示。


附表3—9 2008—2011年乐清工业电气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原始数据

[image: ]



附表3—10 2008—2011年乐清工业电气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集聚度的标准化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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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计算绝对差Δ0i
 （k）=|x0
 （k）-xi
 （k）|，得出以下序列：

Δ01
 =（1，0.91，0.93，0.54）

Δ02
 =（1，0.9，0.96，0.51）

Δ03
 =（0，0.75，0.77，0.46）

Δ04
 =（1，0.95，0.96，0.54）

Δ05
 =（1，0.93，0.93，0.54）

Δmin
 =0


Δ
 max
 =1

第三步，计算关联度系数。取ρ
 =0.5，由公式（1）得出ζ0i
 =（0+0.5×1）/（Δ0i
 （k）+0.5×1）即

ζ01
 =（0.333，0.355，0.350，0.481）

ζ02
 =（0.333，0.357，0.342，0.495）

ζ03
 =（1，0.40，0.394，0.521）

ζ04
 =（0.333，0.345，0.342，0.481）

ζ05
 =（0.333，0.350，0.350，0.481）

第四步，求关联度。设ω
 1=ω
 2=ω
 3=ω
 4=0.25，由公式（2）得出参考序列和比较序列的灰色关联度分别为


r
 01
 =ω
 1
 ∑ζ01
 =0.25（0.333+0.355+0.350+0.481）=0.380


r
 02
 =ω
 2
 ∑ζ02
 =0.25（0.333+0.357+0.342+0.495）=0.382


r
 03
 =ω
 3
 ∑ζ03
 =0.25（1+0.40+0.394+0.521）=0.579


r
 04
 =ω
 4
 ∑ζ04
 =0.25（0.333+0.345+0.342+0.481）=0.375


r
 05
 =ω
 5
 ∑ζ05
 =0.25（0.333+0.350+0.350+0.481）=0.379

可见，乐清工业电气集群的劳动生产率与五个集聚度指数的关联度排序为r
 03
 ＞r
 02
 ＞r
 01
 ＞r
 05
 ＞r
 04
 。

四、2011年浙江五个典型集群基本信息表


附表4—1 集群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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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2 集群内单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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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3 品牌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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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4 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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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平台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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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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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image: ]



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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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6 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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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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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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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7 主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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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浙江五个典型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权重计算

第一步，将指标标准化，结果见附表5—1。


附表5—1 浙江五个典型集群的网络结构风险预警指标的标准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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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求出f
 ij
 和H
 j
 。

首先，k
 =1/ln
 5=1/1.609=0.622


f
 11
 =1/（1+0.36+0+0.107+0.16）=0.616


f
 12
 =0.36/（1+0.36+0+0.107+0.16）=0.221


f
 13
 =0/（1+0.36+0+0.107+0.16）=0


f
 14
 =0.107/（1+0.36+0+0.107+0.16）=0.068


f
 15
 =0.16/（1+0.36+0+0.107+0.16）=0.098


H
 1
 =-k
 （0.616×ln0.616+0.221×ln0.221+0+0.068×ln0.068+0.098×ln0.098）=-0.622（-0.2985-0.3336-0-0.1828-0.2276）=0.6484


f
 21
 =1/（1+0.762+0+0.238+0.286）=0.437


f
 22
 =0.762/（1+0.762+0+0.238+0.286）=0.333


f
 23
 =0/（1+0.762+0+0.238+0.286）=0


f
 24
 =0.238/（1+0.762+0+0.238+0.286）=0.104


f
 25
 =0.286/（1+0.762+0+0.238+0.286）=0.125


H
 2
 =-k
 （0.437×ln0.437+0.333×ln0.333+0+0.104×ln0.104+0.125×ln0.125）=-0.622×（-0.3618-0.3662-0.2354-0.2599）=0.7609


f
 31
 =1/（1+0.343+0+0.290+0.331）=0.509


f
 32
 =0.343/（1+0.343+0+0.290+0.331）=0.175


f
 33
 =0/（1+0.343+0+0.290+0.331）=0


f
 34
 =0.290/（1+0.343+0+0.290+0.331）=0.148


f
 35
 =0.331/（1+0.343+0+0.290+0.331）=0.169


H
 3
 =-k
 （0.509×ln0.509+0.175×ln0.175+0+0.148×ln0.148+0.169×ln0.169）=-0.622×（-0.3437-0.3050-0.2828-0.3005）=0.7663


f
 41
 =0/（0+0.422+0.094+1+0.258）=0


f
 42
 =0.422/（0+0.422+0.094+1+0.258）=0.238


f
 43
 =0.094/（0+0.422+0.094+1+0.258）=0.053


f
 44
 =1/（0+0.422+0.094+1+0.258）=0.564


f
 45
 =0.258/（0+0.422+0.094+1+0.258）=0.145


H
 4
 =-k
 （0+0.238×ln0.238+0.053×ln0.053+0.564×ln0.564+0.145×ln0.145）=-0.622×（-0.3416-0.1557-0.3230-0.2800）=0.6844


f
 51
 =0/（0+1+0.316+0.102+0.102）=0


f
 52
 =1/（0+1+0.316+0.102+0.102）=0.658


f
 53
 =0.316/（0+1+0.316+0.102+0.102）=0.208


f
 54
 =0.102/（0+1+0.316+0.102+0.102）=0.067


f
 55
 =0.102/（0+1+0.316+0.102+0.102）=0.067


H
 5
 =-k
 （0+0.658×ln0.658+0.208×ln0.208+0.067×ln0.067+0.067×ln0.067）=-0.622×（-0.2754-0.3266-0.1811-0.1811）=0.5997


f
 61
 =0.157/（0.157+0+0.275+0.441+1）=0.084


f
 62
 =0/（0.157+0+0.275+0.441+1）=0


f
 63
 =0.275/（0.157+0+0.275+0.441+1）=0.147


f
 64
 =0.441/（0.157+0+0.275+0.441+1）=0.235


f
 65
 =1/（0.157+0+0.275+0.441+1）=0.534


H
 6
 =-k
 （0.084×ln0.084+0+0.147×ln0.147+0.235×ln0.235+0.534×ln0.534）=-0.622×（-0.2081-0.2818-0.3403-0.3350）=0.7248


f
 71
 =0.215/（0.215+1+0.146+0+0.615）=0.109


f
 72
 =1/（0.215+1+0.146+0+0.615）=0.506


f
 73
 =0.146/（0.215+1+0.146+0+0.615）=0.074


f
 74
 =0/（0.215+1+0.146+0+0.615）=0


f
 75
 =0.615/（0.215+1+0.146+0+0.615）=0.311


H
 7
 =-k
 （0.109×ln0.109+0.506×ln0.506+0.074×ln0.074+0+0.311×ln0.311）=-0.622×（-0.2416-0.3447-0.1927-0.3632）=0.7104

第三步，求各个指标权重

m-∑Hj
 =7-（0.6484+0.7609+0.7663+0.6844+0.5997+0.7248+0.7104）=2.1051

由公式w
 j
 =（1-Hj
 ）/（m-∑Hj
 ）得各指标权重为


ω
 1
 =（1-0.6484/2.1051）=0.167


ω
 2
 =（1-0.7609/2.1051）=0.114


ω
 3
 =（1-0.7663/2.1051）=0.111


ω
 4
 =（1-0.6844/2.1051）=0.150


ω
 5
 =（1-0.5997/2.1051）=0.190


ω
 6
 =（1-0.7248/2.1051）=0.131


ω
 7
 =（1-0.7104/2.1051）=0.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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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问题丛书》总序

以攻玉。随着一大批西方经济理论译介进来，以及一大批具有现代经济学素养的人成长起来，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开始有了全新的工具和视角。理论和实践是互动的，中国这块独一无二的“试验田”在借鉴和运用现代经济理论的同时，势必会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其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而建立在探讨中国经济问题基础之上的经济学也才有望真正出现。中国经济问题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获得了特别的意义。

我们策划出版《中国经济问题丛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经济学者的创新和探索精神，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和繁荣，在中国经济学学术著作的出版园林中，创建一个适宜新思想生长的园地，为中国的经济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探索者提供一个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的场所，使这套丛书成为国内外读者了解中国经济学和经济现实发展态势的必不可少的重要读物。

中国经济问题的独特性和紧迫性，将给中国学者以广阔的发展空间。丛书以中国经济问题为切入点，强调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来探究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热点、难点问题。丛书以学术为生命，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中国经济学的双重发展为己任，选题论证采用“双向匿名评审制度”与专家约稿相结合，以期在经济学界培育出一批具有理性与探索精神的中国学术先锋。中国是研究经济学的最好土壤，在这块土地上只要勤于耕耘，善于耕耘，就一定能结出丰硕的果实。


第一章 国家规划基础问题

第一节 规划用语

规划是人类有意识的行动方案，可用做动词与名词，下面分别解释其含义。

作为动词，规划表示人们设定行动方案的活动，即确定行动方案。人的大多数活动都是依照事先确定的行动方案进行的，或者说，人的生活就是在不断地确定行动方案、执行行动方案。如果将人的连续性活动放置在时间轴线上按先后顺序予以区分，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确定行动方案与执行行动方案之间的因果关系。通常而言，后者以前者为依据，前者以后者为目标，如此往复。因此，广义上的规划是人们有意识的连续性活动，它是由无数个行动方案的制定与执行构建的。为了便于观察和研究，我们通常会截取一段时间轴线上的行动变量，将在先行动称为“制定方案”，将在后行动称为“执行方案”。

作为名词，规划表示人们设定的行动方案，它是人们理性思考的结果，也是指导人们行动的、尚未实施的蓝图。它可以是一份工作计划，也可以是一套治国方略；它可以深藏于大脑，也可以显现于笔端。在现代生活中，言语、动作、表情、信号等均可以成为行动方案的载体，因此，呈现行动方案的规划也可以通过文本或者非文本的方式表达出来。

在汉语中，表示规划含义的动词有计划、筹划、打算、谋、预等，表示规划含义的名词有计划、谋略、方案、安排、打算等。《礼记·中庸》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增广贤文》曰：“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此处的“豫”、“计”都与规划有关，“豫”为动词，“计”为名词。

在英文中，表述规划含义的动词有plan、deploy、arrange、decide等，表述规划含义的名词有plan、strategy、program、project、scheme等。有些词既可作为动词也可作为名词，比如plan。

上述中英文规划用语尽管都有确定方案或者方案本身的含义，但是按照词源和使用习惯，它们有相对固定的适用对象和场合。比如，我国长期以来将国家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方向和目标部署称为五年计划、远景规划纲要。自“十一五”规划以来，五年计划更名为五年规划，年度计划与长期战略的称谓保持不变。此称谓和用语调整有助于区分战略、规划、计划等规划用语的内涵与功能差异。相对而言，战略在内容、期限、适用范围、稳定性等方面均比规划、计划更具概括性；相反，计划乃至于具体行动方案相较于规划、战略而言，更具操作性。这种不同规划用语其实也反映了不同层次和程度的规划类型，以及规划之间的交互关系（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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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规划用语的层次关系

再以英文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

 为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采用“strategy”、“plan”、“programme”、“project”、“policy”、“measure”、“action”等与规划相关的概念，要求缔约国制定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及其配套措施，履行其国际义务。其中，“strategy”出现了3次，表述为“response strategies”，即“应对战略”，属于宏观层面的规划；“plan”出现了2次，一次指抗击荒漠化行动计划（the Plan of Action to Combat Desertification），一次指针对受干旱、荒漠化、洪涝等侵蚀的地区（特别是非洲）等制定的气候适应综合计划（integrated plans），两次均指特定行动方案的规划；“programme”出现了12次，意指特定领域中的规划项目，比如发展项目（development programme）、培训项目（training programme）；“project”出现了6次，意指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案，是具体化的措施或行动；“measure”出现了28次，表述为“precautionary measures”、“adapting measures”、“response measures”等，意指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经常与“policy”相连接，表明其政策工具的特点；“action”出现了11次，主要指针对气候变化问题采取行动。显然，无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采取何种规划用语，其实质都是施加于缔约国政府的一系列的规划义务。

据此，实践中可以根据不同情境将规划称为战略规划、项目规划、规划工作方案等，以表明规划的类型、属性、内容与功能。当规划由不同决策主体做出时，便形成了政府、企业、社区、家庭、个人等类型的规划；这些规划与特定社会经济事务相结合时，又产生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等类型的规划。如此划分，一个国家就是在层次丰富、内容繁杂的规划群中运转的。该规划群的内在结构、功能与效率，直接影响国家运转的模式与效应。本章以国家规划为出发点，重点研究国家社会经济规划运行的制度环境。本书以规划为核心用语，特殊语境下才使用计划一词。此外，无特别说明时，书中出现的政府规划等同于国家规划。



注释


[1]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英文版）.见http://www.ipcc.cma.gov.cn/upload/unfccc/UNFCCCe.pdf，2014-10-31。


第二节 规划实践

一、中国古代规划管窥

中国古代在治国、军事、经济、城市布局等方面广泛运用规划理念。此处撷取个案以管窥。

（一）治国方面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云：“夫争疆之国，必先争谋争刑争权，令人主一喜一怒者，谋也。令国一轻一重者，刑也。令兵一进一退者，权也。故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于刑，则大国之地可夺，疆国之兵可圉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诸侯之君可朝也。”此处“争谋”即是古代统治者实现国家治理的规划博弈。规划得当，统治目标可以实现，政令可以推行。为此，君主们需要招贤纳士，组建“智囊团”，实行精英决策。谋士阶层也应运而生。

（二）经济方面

《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也。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这是春秋时期范蠡的“平粜”思想。“平粜”主张政府有计划地介入粮食收购价格，使每石粮食不低于30钱，不高于80钱，以稳定粮食供给。《汉书·食货志》载：“寿昌遂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贾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减贾而粜，名日常平仓。便民之。”这是西汉的“常平仓”制度，官府在粮价低时买进粮食，在粮价高时售出粮食，以利于农业生产和粮食供应。这两项制度与当前对农民实行的粮食保护价以及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在功能上是一致的，表明了政府对农业生产的规划性管理。

（三）军事方面

《管子·兵法第十七》云：“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兵法是一种典型的规划。此处在比较明一、察道、通德、谋得兵胜四种才能时，突出了战争以及“谋”的重要性。在战争年代，军事谋略是以智取胜的关键因素。就此，《孙子兵法》堪称一部科学、系统的战争规划文本。在和平时期，军事谋略具有更为长远的规划意义，比如发展信息产业、探索外层空间，国际社会的竞争领域也日益广阔。

（四）城市布局方面

《管子·乘马篇》云：“凡立国者，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人居生活选址首先是一种物质性规划（physical planning），它要求近自然、便取材、保安全。因此，“天材”、“地利”较“中规矩”、“中准绳”更为紧要。此处阐释了选择方案时的取舍原则，揭示出人居规划中善用禀赋条件的特点。《管子·小匡》云：“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壄，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与《管子·乘马篇》相比，在《管子·小匡》中，管仲在提出“四民分业”的基础上，就“四民”的功能化居所提出了方案，即各居其所、不可杂处。除物质性考量外，该方案还提出了依职业身份划界定居的城市布局思路，对于现代城市无序发展引致的“规划混乱”问题具有启示意义。

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勃兴

在整个20世纪，规划因计划经济的产生与发展而被蒙上了意识形态色彩，从原本寻常的人类理性迅速演化成东西方阵营对峙的靶子。被政治气氛席卷的政府与大众淡忘了人类的规划理性，将规划硬生生与计划经济等同起来。这一持续性的意识形态斗争将规划变成杯中蛇影，谈“规”色变。事实上，专制也好，民主也罢，这些社会治理工具又何尝不是规划的手段？

（一）苏联计划经济的确立与推广

在凯恩斯主义对美国发挥作用之前，计划经济体制已经在苏联成为现实。十月革命后，苏联按照马克思理论构建起计划经济体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实践者。但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设想是基于欧洲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苏联当时的境况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国情相结合后，计划经济被改造成为指令性计划和命令经济，随后逐步形成了“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国际教条，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逐步效仿。在计划经济语境中，计划始终是与市场对立的，它不是一种选择性方案，而直接表现为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控制工具。列宁曾认为，国民经济计划要对产品生产和消费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无处不在的、最精密、最认真的计算。
[1]

 经过几年实践后，他认为，完整、完全、真正的计划是官僚主义的空想。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对苏联倡导的计划体制提出了批判，认为通过单一计划去构建理想社会是一种“致命的自负”。在哈耶克看来，判断社会好坏的标准不是经济福利而是人的自由。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违背人性，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的道路。几十年后，中国改革开放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考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期间发表讲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2]

 这一讲话不仅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现手段，而且也真正还原了计划（规划）作为政府理性的本来面目。

不过，东欧等国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对计划与市场的融合进行了探索。比如，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布鲁斯模式”。该模式将社会经济决策分为宏观经济决策、企业经济活动决策与个人家庭决策三个层次，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可分为军事共产主义、集权、分权、市场社会主义等模式。该理论对苏联、东欧各国改革的影响很大。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在其《民主的社会主义经济》中提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微观平衡应由市场机制解决，宏观经济平衡则应由政府通过制定国民经济收入分配计划来实现，即“计划性市场经济模式”。可见，布鲁斯与锡克都认可市场调节与计划管理的并行作用。

意识形态渲染下的计划经济名义上是对经济实行计划化，实际上在集权统治下，对社会各个方面也基本实现计划化。可以想象，当计划经济体制无法实现预设目标甚至招致灾祸时，社会产生的憎恶情绪会直接迁怒于对规划的褒扬。其后果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不信任规划，高度怀疑规划的现实意义；二是过分追求市场机制，信奉市场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两种极化思想，在当今中国社会还有相当的舆论空间。中国规划法治阻力重重，与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给社会的负面心理效应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

（二）中国计划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1951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路，即利用三年时间恢复经济、巩固政权，为以后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并首次提出了编制经济计划的设想
[3]

 ，即第一个五年计划。该计划自1952年6月开始编制，1953年起执行，是一个边制定、边执行、边修改的规划。“一五”计划的编制与实施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1950年2月，中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2年，中方代表团赴苏联征求专家意见，苏方就工农业产值年增值率、铁路建设里程等指标提出了修改建议。1953年5月，中苏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确定了156项援助项目。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五四宪法”，其第十五条规定：“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至此，我国在宪法层面确立了经济计划制度，为“一五”计划提供了法律基础。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一五”计划。计划期间，全国处于建设新社会的热潮中，上下一条心，步调一致搞建设。1956年，“一五”计划任务提前完成。

为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一五”计划实行赶超战略，以高速度发展为目标，优先发展重工业，经济建设上呈现“投资饥渴症”，短缺成为常态。为此，时任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在“一五”后期建议将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国有企业，允许部分个体经济存在，主张有管理地开放自由市场，允许农民自销统购以外的产品。
[4]



“一五”计划之后，我国又陆续编制和执行了十一个五年计划（规划）。其中，“六五”计划首先在经济计划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发展”内容；“十一五”规划首次将五年计划更改为五年规划。经过六十多年、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的实践，五年计划已经成为指导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一方面，国家通过五年计划全面地安排国家各方面事务的发展，为整个社会勾画政府未来的工作思路、方案与措施，促进社会各界参与、监督国家治理过程；另一方面，社会各界依循五年计划的方案，调适自身的生产生活计划，回应、配合政府工作，实现社会共治。这种持续性方案的设计与实施，构成一种稳定的政府工作方式与行政文化，渐次形成拥有约束力的社会制度，影响着国家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区分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经历了一段理论认识上的发展。1984年，中共中央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资源配置机制；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3月，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宪法修改的蓝本——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八二宪法”，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几十年后，首次写入“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为多年推行的经济管理体制模式做了基础性定位。从经济计划到计划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步步称谓的变化，标志着我国对规划（计划）理论不间断的探索。

三、资本主义国家的规划实践

资本主义国家从来不缺乏规划的理念与实践。如前所言，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给经济计划扣上了社会主义的帽子。于是，在此情境下共时性地观察资本主义的经济计划，并不会发现规划现象的消失，而会发现它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于政府活动中。其中，最引发关注与争议的莫过于美国1930年代推行的罗斯福新政。

罗斯福新政缘起于1933年经济大萧条造成的失业骤增、贸易缩减、银行挤提等社会困局。相反，实行计划经济的苏联经济形势大好。当时有西方学者指出，俄国是当时世界上唯一消灭了失业的国家
[5]

 ，社会蔓延着移植苏联经验解决失业积弊的情绪，一些商业巨头也呼吁政府实施统制。困局之下，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委托受计划观念影响的人士制定关于产业复兴的法案，并成立工业复兴局监督生产，以行政与经济手段协调农民的生产计划。通过有计划的组织生产，美国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此时的经济政策用另一词表达就是计划。
[6]

 1937年，当英国作家威尔斯向斯大林提到罗斯福政府在建立计划经济时，斯大林说：如果不摆脱资本家，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那么你就不能建立计划经济。
[7]

 罗斯福新政实行的计划经济不是斯大林理解的计划经济，它探索了一种私有制下政府理性规划生产、化解市场风险的治理模式，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加拿大伯奈特政府1935年开始实行的“伯奈特新政”，法国人民阵线1936—1937年改革推出的“法国新政”，以及美国政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日本推行的民主改革。

法国是第一个全面实行经济计划化的西方国家。1946年，法国建立计划总署，着手制定经济计划。当时法国的经济计划包括短期计划、中期计划和长期预测计划三类，与之匹配的实施措施有国家预算与政府投资、经济政策、建立计划制定和实施机构、制定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等。
[8]



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相比，西方的经济计划不否定生产资料私有制，计划管理的重点在于实现计划的手段
[9]

 ，注重将各利益方的需求和偏好纳入计划，并且有严格的法律制度配合计划管理。但是，经济计划并不能完全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
[10]



事实上，抛开冷战对峙下经济计划特有的意识形态论战，现实中的西方国家还是存在大量规划文本与实践的。比如，美国1940年代为促进战略性科学研究提出了“兰德计划”，1983年里根总统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2010年美国健康与公共服务部颁布了《全民健身计划》，更不必说在多数国家都普遍存在的、历史久远的国土规划、城市规划，以及20世纪下半叶以来，各国在承担和履行国际社会关于人口、资源、环境、劳工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时，积极编制与实施的各专项规划，比如上一节提及的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当规划褪去意识形态色彩时，它会彰显出人类思维理性特有的光芒，照亮人类探索未来的道路。其间，各国彼此借鉴对方的规划理念、计划与文化，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不仅有利于增进了解、达成共识，而且还有助于运用集体理性共同处理国际社会的未知和不确定性。



注释


[1]
 参见王文寅：《国家计划的制度分析》，19页，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


[2]
 参见《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
 参见顾保孜：《“一五计划”出台前后》，载《湘潮》，2009（2）。


[4]
 参见武力：《陈云与“一五”计划若干问题研究》，载《中共党史研究》，2005（4）。


[5]
 参见何海波：《多数主义的法院：美国最高法院司法审查的性质》，载《清华法学》，2009（6）。


[6]
 See Patsy Healey，“Traditions of Planning Thought，”in Suan S.Fainstein & Scott Campbell:Readings in Planning Theory（Third Edition）,Willey-Blackwell，2012，p129.


[7]
 参见郝承敦：《西方向东方借鉴的发轫——论“罗斯福新政”中的“计划经济”》，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6）。


[8]
 参见曹殿义：《试论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计划化”》，载《理论探讨》，1985（1）。


[9]
 参见谢平：《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宏观计划管理》，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1986（5）。


[10]
 参见何自力：《试论西方国家的经济计划》，载《南开经济研究》，1991（1）。


第三节 规划成因

规划是人类思维理性的产物，它源于人们对各种复杂社会问题的处置。理解国家规划，离不开对复杂性、社会问题、政府理性与决策等问题的考量。

一、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指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件及其结果不知悉或者不完全知悉。从概率论角度看，不确定性是随机事件的特征。随机变量的取值范围可以是有界的，也可以是无穷的。当决策者不能确切知悉当前事态的未来发展变量及状态时，便产生了不确定性。本质上，不确定性是人类对未来的未知，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人类历史就是一部和不确定性斗争的历史。

不确定性可分为主观不确定性和客观不确定性，前者是人为因素引起的，比如政府不能确信企业是否遵从产业法律和政策；后者是客观事物的特点，本质上是人类对世界认识的“盲区”，比如对火星构造的了解以及对人自身潜力的认识。从认识论角度看，人这一因素是不确定性的主因，它包括个人和集体两个方面
[1]

 ：个人因素包括个人的无知、非理性以及个人之间的差异；集体因素包括学习、模仿、同化、情绪感染、信息传递异化等。与个人因素相比，集体因素产生的机理更复杂，囚徒困境、社会决策中的多元利益群体冲突可以说明这一问题。

当然，不确定性并非意味着世界如同普利高津所言的由上帝“掷骰子”所支配的那样不可理喻、不可控制。不确定性并不等于不可知，它含有确定性的因素。这种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正是人类利用其智慧与理性适应自然、处理社会问题的关键依托。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德从比较文化模式的角度提出，抵御不确定性主要有三种方式
[2]

 ：科技、法律与宗教。其中，科技用于抵御自然界的不确定性，法律用于抵御社会成员的不确定性，宗教则用于化解对死亡和来世的不确定性。此外，霍夫斯泰德还提出不确定性回避（Uncertainty Avoidance）的概念。现代管理学认为，高层管理者就是通过捕捉市场机会、规避风险来处理不确定性的，而各种社会制度也是在特定时空和条件下管理不确定性的社会结构。
[3]



确实，作为指向未来事务安排的规划，正是从现存问题出发，对未来行动目标、方案和措施进行设定，以实现对事物发展的过程性控制。这中间，发现、了解、分析、处理与所关注事务相关的不确定性，构成规划编制（决策）者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就一个国家而言，未来有很多未知数，比如技术进步、社会需求、自然资源条件、人口结构变化、国际贸易制度等。对此，有研究提出不确定性下决策的四项原则
[4]

 ：一是权衡满足所有偶然性和不考虑偶然性的利弊；二是运用多样化手段解决不确定性；三是基于掌握的信息的多寡分阶段决策；四是重视信息收集对于决策的价值。这四项原则同样适用于国家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但其侧重于规划编制的技术要求，在国家规划的正式程序中，还需要考量决策机制的安排及其运行状况。

二、复杂性

人们常说社会真复杂，表示对社会认知对象多元且各异的感慨。法国思想家埃德加·莫兰说，复杂性（complexus）意味着交织在一起的东西。当不同的要素，比如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心理的、情感的、神话的，不可分离地构成一个整体时，当在认识对象与它的背景之间、各部分彼此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反馈的组织时，就存在复杂性。复杂性是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联系。
[5]

 复杂性作为研究话题，反映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中。一般而言，自然科学研究物及其变化时，惯于利用形式逻辑方法，研究者通常不介入其研究对象；社会科学研究人的行为与思想时，惯于利用辩证逻辑方法，研究者则身在其研究对象中。人既是认识主体又是认识对象，不同人对同一件事会有不同的叙述、解释和评价。
[6]

 因此，人文社会现象具有不确定性、个别性和非量化性，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如果说说明是自然科学最本质的方法论基础，那么理解则是精神科学最本质的方法论基础，也是解释复杂的人文社会现象的基本途径。
[7]



规划作为一项人的决策活动，也具有显著的复杂性。一方面，规划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多属于人文社会问题，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遭遇的各类物质与精神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离不开对问题本身的确认、阐释和理解，这一过程构成规划编制的“问题发现”环节，需要编制者调查、征询、统计、分析，以获得对问题真实性的理解。另一方面，规划编制按照决策程序开展时，需要通过集体决策的方式确定行动方案。集体决策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其间矛盾交织，利益对峙，如何设计一套符合整体利益要求的规划机制，就成为推动落实规划治理的重要条件。有研究指出，复杂性总是在系统中发生，因此应当将其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即复杂性的系统整体观。
[8]

 这一思路符合国家规划设计的初衷，即从整个国家发展的视野考虑各部门、领域、地区事务的协调平衡，将各类复杂性问题统一于相对集中的目标、政策与措施框架内，相对减少复杂性引发的冲突与治理成本。

三、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是国家规划调整的具体对象，也是政府回应社会需求的基本出发点。194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富勒和迈尔斯认为，社会问题是多数人承认、脱离某些社会规范的社会状况，这一概念提出了确认社会问题的主客观标准。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指出，公共问题不同于个人烦恼，对社会相当一部分人产生重要影响的公共问题，才是社会问题。
[9]

 社会问题是一种客观事实，需要借助社会力量、采取社会行动加以解决。比如，我国1960年代初期出现人口增长高峰期，影响国家经济建设发展，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62年发布《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提倡节制生育，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步走向有计划的状态，由此拉开了我国计划生育制度的序幕。

社会问题的产生离不开前述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比如，自然灾害带来农业歉收、人口流动的问题，文化变迁带来传统丧失、道德失范的问题。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问题超越国界，逐渐演变成全球性问题。比如，工业化进程中将人均GDP增长作为一国发展的唯一目标，忽视环境保护和自然、生态的可持续，由此带来生态破坏；为此，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布《增长的极限》这一报告，呼吁全球关注共同面临的系统性问题。如今，资源、人口、环境、生态等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共识，也成为各国发展本国经济社会事务不能绕开的社会问题。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比如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行政执法权责交叉问题，“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问题等。此外，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一些问题更为具体细化，其中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涉及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正如《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所言，“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因此，全会决定在框架结构上“以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为提领，按条条谋篇布局”。这种问题回应式的方案部署，体现了执政党决策依循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四、政府理性

理性是研究社会决策和规则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概念。一般而言，理性是人们利用概念间关系形成判断、依据判断进行逻辑推理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及按照思维逻辑、客观实践、客观规律以及一定的理论思想体系来制定行动计划和方案，并指导实践活动和行为合理进行的逻辑实践能力。
[10]

 在逻辑实践能力层面，理性等同于规划。受不确定性的影响，理性总是有限的，它或者受制于人自身的认知能力，或者受制于他人行动的变化性；并且，受复杂性的影响，人与人之间的理性也是有差异的，这些差异可以源于年龄、智力、身体，也可以源于种族、宗教、文化，或者财富、阅历、经验。

与个人理性相比，政府理性是一种拟制社会机构的理性，它由个人理性组成，体现组织化的意志。在经济学上，政府与企业一样都是“理性人”。由于市场常常处于非均衡态，无数生产者与消费者也常处于非理性状态，因而政府介入经济生活被赋予了一定程度的正当性。但是，政府作为由无数个人组成的决策机构，其认识能力也是有限的，加之管理对象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政府理性也呈现出有限性，为此，“有限政府”比“全能政府”更符合社会治理的要求。另外，政府作为“经济人”具有自利性，政府机构及其成员、裙带关系的利益，有时会迫使政府在决策时背离理性的轨道。
[11]

 政府理性的有限性要求政府谦虚低调，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应当受到限制。政府应当只做市场不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情，包括总体规划、监督预测、信息引导、协调服务、积极干预。
[12]

 而且，政府理性不应否定个人理性和自治，政府须认真对待人的尊严。
[13]



五、预测

预测是预先测定或者推定，是人们对事物发展的未来可能性做出的预见性思考和描述。预测从社会现象的既有状态出发，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现象之间的依存关系，利用客观资料和主观经验，通过归纳、演绎、比较、分析、综合或建立模型、进行实验等手段，对社会现象未来发展变化的方向、性质和程度进行预计和推测。
[14]

 预测也是一种决策，在行为过程上近似于规划，而且中长期社会发展规划经常离不开预测及其结果。但是，预测并不等同于规划。一方面，预测总是针对不确定的社会现象，比如经济增长、人口变化、流行病等；规划则经常涉及确定性事件，比如目标与程序既定的执行性活动。另一方面，预测构成特定规划的先决条件和程序，比如首先预测经济发展走势，然后编制促进或抑制经济的规划和政策，或者首先预测人口增长趋势，然后编制关于社会保险基金的收储、运用规划。

经济预测是经济规划的先导和基础工作，也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作。自1940年代以来，一些新型理论被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比如系统论、控制论、突变论等。1960年代，运用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的预测方法已经成为政府做出决策的重要工具。1980年代，在物理学家的建议下，经济学家引入混沌模型讨论经济学理论，这种模型也因此成为替代线性随机工程的一种数学方法。
[15]

 无论如何，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多变以及政府决策的价值偏好，经济预测还是一项有误差的分析工作。为减小预测误差，可以对预测实行预控制和后控制
[16]

 ：预控制是预测之前准确确定预测对象、检验数据质量、论证模型的前提条件、控制计算过程的误差等；后控制是预测之后衡量预测误差、寻找误差的原因、消除误差等。这种纠偏方式同样可运用于规划调整过程。此外，也可将前述系统科学方法引入计划管理。比如，规划管理作为一种事先控制，可以采取闭环控制，加入反馈环节以适应变化；信息与熵反映事物不确定性程度，为加强计划管理，需要增加信息，减小熵。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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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曹雷、陈恩富：《不确定性：经济学的研究及社会管理》，载《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3）。


[2]
 参见刘军、蔡春：《风险社会、不确定性与信任机制研究》，载《商业时代》，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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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规划制度

规划制度是通过立法、政策或者规划文本等规范性文件，对规划编制、实施、调整、评估等过程实施管理的规则系统。此节重点介绍规划立法。

一、规划立法概况

规划立法可以理解为制定规划法的活动，也可以理解为规划立法文本，二者是行为与结果的关系。通常言称的规划法，多指静态意义的规划立法文本。若不加限定条件，则规划法应当是调整国家规划编制、实施管理关系的规范性文件，比如《城乡规划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但是，由于规划在冷战时期被贴上了“计划经济”的标签，时称的计划法常常与“计划经济法”或“经济计划法”画上等号，这一“深入人心”的理解忽视了规划法可调整政府规划这一功能，导致我国尽管已有编制且实施十二个五年计划（规划）的经验，但是在中央层面尚缺乏一部以法律形式呈现的、规范政府规划活动的基础立法，包括规范年度规划的立法。相反，越来越多的专项规划比如产业规划、能源规划、资源规划等，其规划活动则有相对明确细化的立法依据，比如《可再生能源法》第二章“资源调查与发展规划”、《土地管理法》第三章“总体规划”分别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

事实上，中共中央、国务院在1958年已出台《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对计划管理体制做出了规定。《关于改进计划管理体制的规定》仅有几条，但高度概括了国家规划体制的基本特征。一是计划的统一性，要求各地方、各部门的经济、文化建设事务应当纳入全国统一计划，中央负责全国计划与地区计划的平衡工作。二是计划的分级管理，地方依照国家统一计划实施管理。三是计划的有机衔接，实行以地区综合平衡为基础的、专业部门和地区相结合的管理制度。四是计划的民主性，即贯彻执行计划工作中的群众路线。五是计划的简约性，简化计划编制程序和计划表格。六是计划的科学性，统计应该力求准确。这些特征对于当今国家的规划管理仍旧具有积极的启发意义和指导意义。

1980年，我国开始着手制定计划法。当时，我国处于社会转轨过程中，许多经济关系正发生大变动。计划法涉及计划与市场、集中与分散、国家与企业、中央与地方、经济手段与法律手段等多种关系，既要考虑经济关系的稳定，又要考虑长期经济关系的合理，尤其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组织机构的变更，立法难度很大。
[1]

 而且，对于计划法如何定位，如何设计框架与内容，也存在不少争议。有观点指出，计划法不应是计划机构的工作条例，也不应单纯是计划程序法，而应是计划管理法，用以调节各级计划管理主体与各种经济主体之间、各个计划管理主体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兼有本体法与程序法的性质。
[2]

 另有观点指出，计划法应是国民经济生活的综合行为规范，既不能搞成覆盖全社会的“大计划法”，也不能搞成局限于计划部门的“计划工作法”，应搞成一部符合国情、体现新形势、适应新情况下国民经济计划管理要求的法律。
[3]

 这些几十年前的认识，既与改革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有关，也与经济立法中“宜粗宜细”、“宜快宜慢”、“宜早宜晚”的不同思路有关。

在受苏联影响的计划经济时期，一些效仿经济计划的国家从确立经济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着手，较早制定实施了各种“经济计划法”，比如南斯拉夫1967年颁布的《社会计划体制基础和社会计划法》、匈牙利1973年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法》、罗马尼亚1979年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法》等。在此前后，比利时于1970年制定了《计划组织和经济分权法》，法国于1982年制定了《计划化改革法》。在国家计划编制程序方面，法国将国家计划法分为第一计划法和第二计划法：前者规定五年战略选择和目标以及为达到预期目标所需的重大行动；后者规定实现前者所规定的目标所要采取的法律、财政和行政措施，确定计划内的优先实施项目等。
[4]

 二者之间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除了冠以计划法这一名称的立法外，有研究将德国1967年通过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美国1978年通过的《充分就业和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法》等促进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立法也纳入计划法的范畴。
[5]

 这一理解为传统计划立法提供了一种替代性方案，即制定涵盖计划、财政、金融、价格、贸易、就业等经济调控机制的综合性宏观调控立法，取代调整经济计划的专门性立法，有关部门也为此做过尝试。但是，这一思路不能凸显政府规划本身的专业性，并且缺乏与现行相关立法政策的有机衔接。

2005年10月2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系统规定了规划体系、规划衔接、社会参与、规划审批、规划评估等制度，并成为指导当前国家规划工作的基础性文件。2007年7月26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明确了主体功能区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其他各类规划在空间开发和布局的基本依据。至此，涵盖空间与社会发展、整体与局部、物质与非物质等的各类规划及其管理体制基本确立。201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部分，将“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法）”置于编纂民法典之后的位置，这说明规划立法具有优先性和紧迫性。2014年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市规划展览馆时指出：城市规划在城市发展中起引领作用，考察一个城市首先看规划，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6]

 这一论断从侧面反映了国家领导人对国家规划工作的重视以及对规划引领性的准确把握。201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2015年立法工作计划》，将《发展规划法》列入预备项目，由国家发改委起草。

二、回应“计划法终结”

受计划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以及针对计划法的制定久拖不决的现实，有学者提出了“计划法终结”的观点
[7]

 ，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既缺乏现实基础，也无法律支撑。对此，本书作者分别做出回应。

观点一：政府已经不再以计划方式从事经济管理或宏观调控，计划不但在政府文件中已经淡出，而且在实际生活中已没有一家专门制定和执行计划的机构。

本书作者回应：

（1）计划仍旧是政府经济管理的基本手段，只不过，计划的形式、内容与功能发生了变化。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计划管理的重点应转向制定产业政策，通过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促进产业政策的实施。“十一五”规划虽然首次以规划之名取代计划，但是其仍旧是“十五”计划的承继，并未改变五年计划的编制体制和功能。

（2）计划不仅未从政府文件中淡出，而且越发凸显。即使在“十一五”规划中，也仍然部署了计划生育“少生快富”工程、农村教师培训计划、全民素质科学行动计划、儿童免疫接种计划等具体计划项目。

（3）每一个国家机关事实上都在从事计划工作，脱离计划的政府行为是无法想象的。依照国务院2008年批准印发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家发改委的首要职责就是“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2013年国务院对铁道部进行改组时，将其拟订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行政职责划入交通运输部，显示了铁路行业规划的行政管理色彩。

观点二：学者起初提出计划法并非是为了控权，而是为了迎合当时政治的需要，这种立法构想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如果计划法的目的是控制政府的计划行为，防止计划滥用和计划经济体制复活，那么这样的计划法未尝不可，不过这需要以政府滥用计划权力为前提。

本书作者回应：

（1）学者提议制定计划法既有政治考虑，也不乏法治考量。针对计划管理出现的浪费、指标过高、浮夸风、瞎指挥等问题，学者们提出要明晰计划的权力和责任，是符合科学与法治精神的。况且，立法本身具有历史局限性，对计划法立法目的的考量也应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不能将1950年代的立法目的与1980年代甚至2010年的立法目的完全等同起来。

（2）关于政府行为的控制，一直都是行政法理论与实践争论的焦点，它说明，权力滥用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治和法律问题，并不是计划经济、管制经济特有的现象。反过来，一种经济被称为管制经济，本身就含有政府权力侵犯私人、企业和市场权力的可能；而没有政府管制的自由经济，只存在于学者的分析框架里。我国已经出台《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行政立法，对政府权力进行约束，防止其被滥用。但是，在具体的经济管理领域，还需要专业性管理法，比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海关法》《税收征收管理法》等。计划法就是规范计划管理活动的专门立法。

（3）授权与控权是辩证统一的，赋予政府权力意味着明确其权力边界，其实质就是控权。在逻辑上，不对计划权力进行界定，就无法判定滥用计划权力的边界。以政府滥用计划权力作为立法前提，有本末倒置之嫌。2014年在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为简政放权开出权力、责任、负面三张清单，其中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怎么管市场，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对政府而言，计划既是权力也是责任，必须依法明确。

（4）政府计划是政府决策的基本形式，滥用计划权力会影响其他行政权力的使用。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通过了专门规范行政决策的立法，将政府计划列入了重大决策事项。

观点三：学者没有从公平角度论证计划法的必要性，计划法本质上不是根据公平原则分配资源和财富的制度。

本书作者回应：

（1）公平历来是法治推崇的理念，但是衡量公平的标准存在历史局限。在资源禀赋和产业政策约束下，“不公平”可能是常态。

（2）计划法并非不考虑公平，而应考虑更大范围或更长久的公平，比如产业、地区、部门之间的利益平衡，当代与后代的利益平衡。平衡协调重大比例关系就是追求公平的方式。

（3）公平与效益是辩证的价值取向。公平的相对性影射出效益的权变性。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地评价计划法的公平与效益是苍白的。江苏省人大常委会2010年7月发布《江苏省发展规划条例》，要求规划管理活动“应当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坚持从实际出发，遵循自然规律、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坚持统筹兼顾，推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坚持民主决策，广泛听取社会各界和公众的意见”，于此，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经济规律、统筹兼顾、民主决策等原则，更多地体现出整体、系统的和谐价值观，而不仅仅是公平、效益问题。

观点四：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主要来自市场经济的作用，并非来自指导性计划的贡献；计划法是否会产生效率，是一个未知数。

本书作者回应：

（1）计划法的首要目的是规范政府对社会发展进行决策的行为，追求社会发展是其第一要义。社会发展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可以指经济增长，也可以指社会变迁。政府对社会发展的规划安排，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决策，时代不同，国情不同，社会发展的目标体系也不同。缺乏规划部署，社会发展就会失去方向。这也是我国执行五年计划（规划）几十年的经验总结。

（2）计划目标是由社会经济指标、重点项目、工程、试点方案等具体要素构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得益于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方针政策，比如建立经济特区、允许外商投资、改革国有企业、推行农村家庭承包制，这些盘活市场要素的系列举措，无一不与国家规划相结合。比如，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明确提出，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试办经济特区，有计划地利用一部分国外资金和引进一批适用的先进技术。

（3）计划功能难以量化分析，特别是指导性计划，其主要是发挥引导功能。在定性方面，我国四部宪法都载有经济计划的内容。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尽管将我国“实行计划经济”调整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仍提出“完善宏观调控”，并且维持全国人大“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的职权。因此，轻易否定计划的功能是不严肃的，也是不现实的。

观点五：计划法既不能解决市场失灵也不能解决政府失灵，解决前者需要《反垄断法》和《环境保护法》，解决后者需要《预算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支付法》《中央银行法》《价格法》《税法》等宏观调控法。

本书作者回应：

（1）计划法是未来之法，它直接调整政府在其职责范围内部署一定时期内工作安排的活动，间接调整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类事务。以环境保护为例，只有通过环保规划安排环境保护的目标与举措，政府投入环境保护的预算支出才能跟进，社会环保机制才能随之配合，金融、税收、价格等措施也才能付诸实施。在这一决策链条上，规划是第一环节。环保规划如何有效开展，正是规划法应当解决的问题。2014年4月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增加了环保规划制度，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2）计划法的功能不在于消除市场失灵，而在于规范政府决策，并因此影响资源配置的方式与效果。

如此看来，“终结者”言称的计划法既非“计划经济法”，也非“经济计划法”，而更类似于“计划指标控制法”。而这一认识并非制定计划法当初的真实观点。当年参与制定计划法的刘文华教授指出：“我们讲的计划法是广义的，不仅包括我们将要继续制定的计划法的基本法，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法，而且还包括其他计划法规”，“计划法主要是调整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亦即调整有关国民经济计划的编制、审批、下达、执行、修改、撤销、检查、监督等过程中所发生的关系，这类关系即计划关系或计划工作关系，它们便是计划法的调整对象”
[8]

 。

在分析中，“终结者”未动态考察经济计划的发展趋向，也未考察规划理性的普遍意义，还忽视了现实生活中大量的规范文本和立法，因而导致讨论对象仅仅停留在设想中的“计划法”，得出“终结”的结论，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规划立法的调整对象

依照调整对象下定义，规划法是调整规划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此处的规划管理关系，指规划编制与实施中的各种管理关系，既有规划程序关系，也有规划实体关系，多数情况下，程序关系与实体关系是混合的，比如规划审批关系，既涉及规划编制权和审批权，也涉及规划编制流程和审批流程。因此，可以从不同视角划分规划管理关系。比较常见的划分方法如下：（1）按照规划体系划分，每一种规划都包含特定的管理关系，比如总体规划管理关系、专项规划管理关系、区域规划管理关系。（2）按照规划管理体制划分，可分为中央规划管理关系、地方规划管理关系、部际规划关系关系、省际规划管理关系、区域规划管理关系。（3）按照规划编制流程划分，可分为规划立项管理关系、规划调查管理关系、规划编制管理关系、规划审批管理关系、规划实施管理关系、规划调整管理关系、规划评估管理关系等，这是最常采用的划分方法。（4）按照规划指标的约束力划分，可分为约束性指标管理关系和指导性指标管理关系。（5）按照规划事务划分，可分为科技规划管理关系、产业规划管理关系、空间规划管理关系、社会发展规划管理关系等。由于规划涉及的事务繁多，因而此类方法涉及的规划管理关系也最多。

按照规划编制流程，规划编制管理关系和规划实施管理关系是最为基本的调整对象。其中，规划编制管理关系是规划主体依法在规划决策、编制过程中发生的管理关系。规划编制管理关系广义上包括规划编制各环节发生的管理关系，这些环节包括调研、立项、编写、衔接、论证、审批、公布等。规划编制环节结束的标志是有关机关依法公布规划文本。规划民主参与关系是指利益相关者、公众、专家等社会代表依法参与规划编制活动，与法定决策主体之间形成的决策合作关系，该关系是由国家规划的科学性与民主性决定的。

规划实施管理关系是指规划管理机关与执行机关在落实规划目标过程中发生的管理关系，主要包括两种：一是政府之间发生的规划实施管理关系；二是政府和社会之间发生的规划实施管理关系。前者包括规划衔接管理关系、规划配合管理关系，后者包括规划实施指导关系、规划项目管理关系、规划措施实施管理关系等。其中，规划衔接管理是为实现相关规划在规划方向、目标、期限、措施等方面彼此协调统一而实施的管理，比如上级政府要求下级政府落实某项规划目标或者举措。规划配合管理是为实现规划目标与规划措施相互匹配而实施的管理，比如财政、金融、科技等部门为促进绿色低碳产业发展而推行促进或抑制政策。规划配合管理经常与社会各界实施规划存在紧密关系，表现在规划指导、项目管理、措施管理等方面，比如可再生能源企业依照能源规划开发生物质能源，可以获得税收优惠，税务机关因此与企业产生税收管理关系；大中型规划水利项目涉及移民安置的，相关政府与项目法人应当依照安置计划，向移民提供补偿、置业安排和后期扶持，由此构成移民安置管理关系。

规划管理关系既有政府间的管理关系，也有政企管理关系。这些关系相互交织，构成庞大的规划管理网络。通过管理网络，规划设定的总体目标层层细化，资源配置也层层细化，最后转化为具体的社会经济关系。可以说，规划的落实过程就是政府行为转化成市场行为的过程，政府通过规划配置资源，引导社会行为朝着符合政府设计的方向发展。相反，市场和社会主体将政府规划作为一种决策变量，借助规划目标与政策工具实现自身利益诉求。如此，政府与市场就在以规划为中介与平台的条件下进行博弈。规划立法通过调整政府的规划管理活动，将政府配置资源的过程规范化，以提高政府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效益。为实现依法规划，规划立法还应调整法律责任，要求违反规划管理法律规定的政府、企业、社团、个人等主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规划立法的特点和功能

（一）规划立法的特点

从规划立法的内容及其运行情况来看，规划立法具有下列特点：

（1）规划立法是政府决策法，是规范政府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事项做出决策这一行为的立法。一些规范政府决策的立法也包含了规划立法的内容。

（2）规划立法是未来导向法，是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目标、措施及其实施的立法。为此，规划立法应当完善社会协商、规划调整等制度。

（3）规划立法是综合性立法。综合性是指规划立法涉及规划编制与实施各环节的多种法律关系，需要采用多种手段对多种利益关系进行综合安排和调节。在此意义上，规划立法应当将政府决策与社会决策有机统一，凸显“共治”，这也必然会提高规划的复杂性。

（4）规划立法是专业性立法。专业性是指当规划立法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内的决策行为时，应当引入专业调查、研究、质询、论证、评估等服务。

（5）规划立法既是实体法，也是程序法。一方面，规划立法应当规范规划主体，明确规划事项，配置规划权力，促进规划工作的有效开展；另一方面，规划立法应当规范规划程序和环节，确保规划权力的实现和规划事项的妥当安排。

（6）规划立法具有普遍约束力。规划立法调整规划行为，设定规划法律关系各主体的权力和责任，以及权利与义务，对相关主体构成约束。如若违法，则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认为规划是“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观点，一方面反映了规划编制技术的不足，特别是规划衔接与配合的不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规划立法功能的不全，特别是缺乏有效的规划责任安排。

（二）规划立法的功能

规划立法的功能是规划立法对政府决策以及社会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主要反映在：

（1）规划立法通过细化政府职责（事权）、规定政府在特定时期应当完成的工作和任务来督促政府履行其职责。因此，规划立法也可理解为规范政府“限时办公”、“限时服务”的立法。

（2）规划立法通过细化政府职责，将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监管职责与市场调节机制统一起来，实现政府与市场的功能互补。

（3）规划立法引入社会参与机制，实现政府与企业、个人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合作共赢，进而化解社会冲突，稳固社会秩序。

五、规划立法的基本原则

（一）针对计划法基本原则的阐述

规划立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导规划编制与实施的基本准则，它体现在规划立法文本中，并且贯彻在规划实践工作中。在改革开放初期学界讨论制定计划法时，学者们曾提出一系列计划立法的基本原则，举例如下。

李昌麒提出了五项基本原则
[9]

 ：一是尊重客观规律，包括自然、经济和生态规律；二是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三是坚持实现计划责任制，确保责权一致、赏罚分明；四是明确界定计划与市场，计划与财政、金融，计划内部之间三个层面的关系；五是坚持环境和发展并重。

陶和谦提出了三项原则
[10]

 ：一是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原则；二是综合平衡协调的原则；三是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方利益的原则。

白和金、李量提出了两种基本指导思想
[11]

 ：一是加强和保障计划决策和宏观调控的科学性、统一性和有效性，防止上级政出多门，下级各行其是；二要拓展计划管理的内涵，计划不只是计划指标管理，还包含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国土规划，综合协调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以及制定相关调控政策措施等。依此，计划法应当是高层次的纲领性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法。

上述原则从多个层面提出了计划立法的基本原则，有些原则侧重规划权力边界及其内容，有些原则侧重利益及其调整机制，有些原则侧重问责制。这些归纳更多地针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具有战略性、系统性。

（二）本书的观点

本书作者从规划活动的规范性和效益性出发，提出了规划立法的下列原则。

（1）法定规划原则，即规划编制和实施涉及的基本环节和要求应当通过立法形式明确下来，比如规划主体及其职权、规划类型与范围、规划程序、规划责任、规划争端解决方式等。将规划纳入法治轨道，有利于提高规划活动的整体效益，降低规划活动的不规范性，特别是通过规划的法治化管理，降低风险。近年来，国内关于高铁建设、城市规划、产业转移等各类规划的不确定信息的散布，导致商品房价格涨跌、交易合同取消、投资者经营中断等问题屡有发生，影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因此，需要加强规划的法治化建设。

（2）科学规划原则，即规划立法通过组织、技术、管理等方面的制度安排，促进规划尽量符合特定领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比如能源规划符合能源开发利用的要求，文化教育规划符合文化教育产（事）业发展的要求。在科学规划方面，引入专家论证这种“精英决策”、“精英参与”的方式是较为常见的；此外，通过委托编制规划这种“外包”方式也可以提高规划的科学性，并且促进政府资源向社会流动，但是要防止科学精神为利益集团所“绑架”。专家论证既要考虑规划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又要考虑规划的不可行性。

（3）人本规划原则，即规划立法通过确立公众特别是利益集团参与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方式，促进规划决策的社会化，使规划最大限度地符合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实现人本规划可以解决“代议制”民主制度中可能存在的“决策漏洞”，体现代议民主应有的意义和效果，也可以舒缓利益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公众参与规划的方式有听证会、座谈会、见面会、问卷调查、规划信息公开、举报、投诉等。公众参与规划的主体可以是利益相关者，也可以是报纸、电台、网络平台等媒介。

（4）动态规划原则，即规划立法通过确立规划调整、评估、衔接等方面的制度，促进规划目标尽可能符合现实需求，减小规划偏差及其负面效应。由于规划本身的预测性，特别是中长期规划客观面临的不确定性，规划工作应当本着权变理念，适时修正、调整规划目标与措施，并且妥当解决因规划调整产生的损益承受问题。俗语说，“计划赶不上变化”，规划并非不可变，但不是可随意地变，而应在立法设定的框架下调适。

（5）效益规划原则，即各类规划在编制和实施过程中应当着力实现多元利益的融合，兼顾自然、经济、社会、文化等效益的平衡，实现整体效益的最大化，比如产业规划兼顾经济与生态利益。为融合多元利益，需要在规划之间建立序列关系和衔接关系，在规划编制与实施中实现政府间的合作关系，减少规划之间冲突、脱节等问题。可以说，平衡多元利益是规划管理至关重要且极为困难的工作。平衡利益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第一，明确利益导向。任何一项规划及社会政策都不可能使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同步、同量地得到满足，每一项规划都有获益者和失利者。规划主体需要根据社会发展总体利益要求，确定利益序列，即哪些利益优先考虑、哪些利益必须受到约束。利益导向应当以解决特定时期的主要社会矛盾与问题为取舍标准，对一些社会群体暂时的利益抑制应当有利于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当然，利益抑制应当控制在“安全警戒线”内。第二，重视利益弥补。对于利益取舍时利益被抑制的利益群体，政府应当采用合适方式予以补偿。利益弥补不仅包括物质利益弥补，而且也包括政治利益与精神利益弥补。传统规划采用“条块分割”模式，即每个地区、部门先制定本地区、部门的规划，然后汇总、协调形成总体规划，这样做容易导致利益割据、政出多门。为平衡多元利益，规划立法应当加强规划衔接制度建设，确保规划与立法、政策的协调统一，以及规划相互间的协调统一。

（6）责任规划原则，指规划立法要确立“谁规划、谁落实、谁负责”的理念，确保政府规划行为可问责。倘使因规划不科学、不民主造成利益损失，政府应当通过合理途径予以赔偿，相关人员还应当承担各自的责任。这样，规划才能真正体现其法律约束力。特别是，规划与预算是一体两面，规划优劣可以体现出预算资金使用效率的高低。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盲目投资上项目，产生不少“烂尾工程”、“形象工程”，直接影响到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益，除了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外，对政府投资启动的先决条件——政府规划——实施管理是尤有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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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家规划制度渊源

制度渊源是指制度形成的来源，可以是正式的立法、政策，也可以是非正式的惯例、习俗。本章介绍了国家规划制度的正式渊源，即由国家机关依法制定的规范国家规划活动的各类规范性文件，以及涉及国家规划的国际公约。


第一节 宪法渊源

宪法渊源是指我国宪法对规划制度所做的具体规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四部宪法。其中，1982年的宪法作为当前宪法的“母版”，迄今已经过1988年、1993年、1999年、2004年的四次修正。下面对历次宪法中的规划制度做简要梳理。

一、1954年宪法的规定

1954年宪法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54年9月20日通过的，它既以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基础，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发展。1954年宪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共4章106条，其中有6处涉及规划制度。

（1）序言第2段：“我国人民在过去几年内已经胜利地进行了改革土地制度、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分子、恢复国民经济等大规模的斗争，这就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2）第10条第3款：“国家禁止资本家的危害公共利益、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的一切非法行为。”

（3）第15条：“国家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4）第27条第1款第9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九）决定国民经济计划……”

（5）第49条第1款第7项：“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七）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6）第9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

以上都是对经济计划制度所做的规定，表明经济计划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保障公民劳动权利的重要条件。1954年宪法赋予全国人大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权，赋予国务院对国民经济计划的执行权，这一权力配置在以后历次宪法中得以维系和巩固，但是，表述方式发生了变化。在其后的宪法中，“决定”被调整为“批准”或“审查和批准”，“执行”被调整为“编制和执行”，调整前后的概念在字面上存在差异，这也为规划权的配置问题埋下了伏笔。

二、1975年宪法的规定

1975年宪法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5年1月17日通过的，是新中国的第二部宪法，共4章30条，结构过于简单，是一部不完善的宪法。该部宪法有4处涉及规划制度。

（1）第10条：“国家实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在社会生产不断提高的基础上，逐步改进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

（2）第17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是……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

（3）第20条：“国务院的职权是……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4）第23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产生的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本地区内，保证法律、法令的执行，领导地方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审查和批准地方的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决算，维护革命秩序，保障公民权利。”

以上都是对经济计划的规定。与1954年宪法相比，1975年宪法有三处调整：一是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及其革委会对本地区国民经济计划的审查权和批准权；二是将全国人大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权改为批准权；三是增加了国务院对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权。1975年宪法仅存在了三年多，实践中并未受到重视和认真贯彻。

三、1978年宪法的规定

1978年宪法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78年3月5日通过的，它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不到一年半时间里颁布的，尚未完全摆脱1975年宪法的影响，总体上不能适应新时期的需要。1978年宪法共4章60条，以下几处涉及规划制度。

（1）第8条2款：“国家禁止任何人利用任何手段，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侵吞、挥霍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危害公共利益。”

（2）第11条1款：“国家坚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以巩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3）第22条第1款第7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七）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计划、国家的预算和决算……”

（4）第32条第1款第5项“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

（5）第36条第1款：“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法令的遵守和执行，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规划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审查和批准地方的经济计划和预算、决算……”

（6）第53条第3款：“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

以上8处（其中第36条第1款涉及3处）在经济计划的基础上，首次增加了“计划生育”。在关于经济计划的规定中，首次使用规划一词，并且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对本地经济、文化和公共事务的规划权，以及对地方经济计划的审查权和批准权，同时承担国家计划的执行义务。其中，第36条表达了中央计划与地方计划的衔接关系，并且在规划语境下将“规划”与“计划”的内涵统一起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第36条赋予地方各级人大规划权，真正体现了代议民主体制下权力机关对辖区内社会发展事务的决策权力。遗憾的是，其后的1982年宪法未能延续该规定，仅明确了人大对规划的审批权，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人大的决策权，增加了政府的决策权，为规划受利益部门控制埋下了伏笔。

1978年宪法增加的“计划生育”制度是极具中国特色的、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规划制度，属于我国规划体系中的专项规划制度。依照1978年10月中央批转的《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计划生育制度明显受经济计划思路的影响。《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指出：“我国人口增长一定要做到有计划，象调节物质生产一样调节人类自身的生产”，而“计划生育工作搞得好不好，直接关系到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和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显然，人口不再是经济计划的随机变量，而是需科学控制的指令性指标。为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关于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报告》要求将计划生育“纳入国民经济计划”，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奖优罚劣，加强管理，构建起一整套人口规划的机制与措施。时至今日，人口增长率仍然是一项约束性指标，督促全社会积极承担计划生育义务和责任。

四、1982年宪法的规定

1982年宪法是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是在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并且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背景下出台的。该部宪法共4章138条，涉及规划制度的有以下几处。

（1）第15条：“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

（2）第16条第1款：“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的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3）第17条第1款：“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和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

（4）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5）第49条第2款：“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6）第62条第1款第9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7）第67条第1款第5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

（8）第89条第1款第5、7项：“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9）第99条第1、2款：“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10）第107条第1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11）第118条第1款：“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

以上几处的重点还是规定“国民经济计划”，但是有新的突破：一是首次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将经济体制与“计划手段”有机统一起来；二是首次明确了“市场调节”的作用，明确了“计划”与“市场”的主辅关系；三是将“国民经济计划”调整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扩大和丰富了国家计划的范围和内容；四是明确了国营企业和集体经济组织对国家计划承担义务；五是赋予全国人大对国家计划执行情况的审批权，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家计划的调整权；六是赋予地方各级人大对本地区计划的审查决定权，以及对地区计划执行情况的审批权；七是赋予地方政府对本地区各项社会事务的管理权；八是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在国家指导下的自主规划（安排）权。不过，这些规定并未将“规划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力予以确定，也未明确地方规划与国家计划的衔接关系。此前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以及其后几次修正案中，均未明确规定地方规划的“规划权”以及“编制权”。那么，“规划权”是被地方人大的“决定权”所吸收还是被地方政府的“管理权”所吸收，不易断定。此外，本部宪法将“计划生育”与国家发展计划衔接起来，由此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规划义务。

五、1982年宪法修正案的规定

1982年宪法经过四次修正后，当前的版本反映了三十多年来国家对于社会经济制度、国家结构、公民权利义务等领域事务的基础性规定。此期间，我国探索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从国家计划引导向市场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乃至决定性作用的重要转变。因此，1993年宪法修正案将“实行计划经济”修改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入宪法序言。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宪法对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关的制度也做了相应调整，比如取消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对国家计划的义务，突出它们的经营自主权。当然，这并非表明国家不再需要规划。当前宪法版本还有以下几处涉及规划事务。

（1）第25条：“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

（2）第49条第2款：“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3）第62条第1款第9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九）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4）第67条第1款第5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五）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预算在执行过程中所必须作的部分调整方案……”

（5）第89条第1款第5、7项：“国务院行使下列职权……（五）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七）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

（6）第99条第1、2款：“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本行政区域内……审查和决定地方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公共事业建设的计划。”“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以及它们的执行情况的报告……”

（7）第107条第1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城乡建设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民族事务、司法行政、监察、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发布决定和命令，任免、培训、考核和奖惩行政工作人员。”

（8）第118条第1款：“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

比照1982年宪法的“母版”可以发现，除之前提及的取消“实行计划经济”以及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划义务外，有关全国人大、国务院以及地方人大、地方人民政府的规划事务及相关权力，没有发生任何改变。这表明，国家计划制度仍旧是我国国民经济管理的基本制度，它未因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而消除。而且，企业与国家计划关系的弱化，恰好体现了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的功能，即赋予企业经营自主权，实现生产要素和产品的自由流动与组合。

六、其他宪法性规划制度渊源

除宪法外，宪法性规范还涉及民族区域自治、特别行政区、民主选举、国家安全、领土安全、国家赔偿等方面的立法。这些立法涉及的规划制度列举部分如下。

（一）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计划制度

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2001年），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规划制度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拥有制定本区域经济建设计划的权力（第25条），实行计划生育（第44条）；上级国家机关在制定计划时，应当照顾民族自治地方的特点和需要（第55条），上级国家机关应当将民族自治地方的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程纳入计划，统一部署（第66条），这体现了上下级规划的衔接。二是民族自治地方拥有本地教育（第36条）、科技（第39条）、卫生事业（第40条）的发展规划权。

（二）国家安全战略制度

《国家安全法》（2015年）从战略角度对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一系列制度安排，比如明确国家安全战略的中长期目标和重点领域的工作任务与措施（第6条），各地区应采取有效措施贯彻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第47条）。


第二节 规划法渊源

规划法渊源是指规范各类政府规划活动的专门性立法，它是国家规划制度的重要渊源，也是国家规划实现法治化的基本要求。规划法渊源可以从两个角度理解：一是规划法的形式渊源，即以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形式呈现的规划法；二是规划法的类型渊源，即调整综合性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等类型的规划立法。

一、规划法的形式渊源

（一）规划法律

规划法律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划立法，目前仅有两部：一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2001年12月29日于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专门调整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管理活动，该法第二章为“人口发展规划的制定与实施”，要求将人口发展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二是《城乡规划法》，2007年10月28日于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专门调整城乡规划的制定、实施和修改等活动。城乡规划是以城乡空间规划为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划。

（二）规划行政法规

规划行政法规是国务院制定的规划立法，目前主要是国务院2005年10月22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系统规定了规划编制与实施的程序，确立了我国的基本规划制度，是指导我国各类规划活动的基础性立法。

（三）规划行政规章

规划行政规章是国务院各部委依照其专项规划管理职权制定的规划立法，比如国家发改委于2015年7月4日发布的《国家级区域规划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源部于2009年2月4日发布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审查办法》、国家旅游局于2000年10月26日发布的《旅游发展规划管理办法》、国家海洋局于2010年8月25日发布的《省级海岛保护规划编制管理办法》等。这些规章规定了专项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基本要求。

（四）地方性规划法规

地方性规划法规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设区的市等地方行政区划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依照法定权力和职责制定的规范特定规划事务的立法。此类立法所涉及的既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立法，也包括空间规划、专项规划立法。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2年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规划条例》、云南省2013年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云南省发展规划条例》、天津市2011年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条例》。

（五）地方性规划规章

地方性规划规章是指省、自治区、直辖市、省会城市、经济特区、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设区的市等地方行政区划的人民政府依照法定权力和职责制定的规范特定规划事务的立法。比如陕西省人民政府2008年3月发布的《陕西省规划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惠州市人民政府2014年11月发布的《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管理办法》、吉林省人民政府2005年发布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意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政府2014年5月发布的《乌鲁木齐市发展规划管理办法》。

（六）县以下人大或政府制定发布的规划法律文件

依照《立法法》，除自治县人大依法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外，其他县以下行政区划的人大或政府只能针对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有关落实上级人大及政府立法与政策的规范性文件，不得创设行政许可类型。但是，县以下人大和政府有权依照相关立法，对本地社会经济发展事务做出规划，并实施监督管理。比如，陕西省紫阳县于2003年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财政预算监督办法》、浙江省永嘉县人民政府2007年发布的《永嘉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专项规划管理暂行办法》、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政府2013年发布的《昆明市官渡区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均属于县级规划法律文件。

（七）规划政策

规划政策是各级人大和政府依法制定的规范规划活动的政策。此类政策虽不具有立法的形式要件，但具有法律约束力，应纳入规划法的形式渊源范畴。比如国务院2015年1月发布的《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明确了中期财政规划的内容、编制主体和程序、实施等要件，对规划主体具有指导性和约束力。

二、规划法的类型渊源

依照国务院2005年10月22日发布的《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我国规划体系在区划层次上由中央、省、区县三级组成，在内容和功能上由总体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三类组成，即“三级三类规划体系”（见图2—1）。因此，除依照形式渊源划分外，规划法还可以按照类型渊源划分，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法、专项规划法以及区域规划法。近年来，空间规划日益成为各类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优先考虑的规划，《空间规划法》也成为规划法的重要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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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我国国家规划体系

注：图中箭头表示约束型衔接关系，虚线表示配合型衔接关系。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法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法简称“发展规划法”，是调整一国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事务的立法，也是长期以来所争论和指称的计划法。此法当前有三种基本表现形式：第一种是冠以规划、发展规划这些名称的立法，比如江苏、云南、新疆、陕西等省区的立法；第二种是延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一名称的立法，多数立法采用这一名称；第三种是将规划与预算合并的立法，此方法不多见。在内容上，三种立法一般均规定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基本要求，调整的规划既含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期和年度规划，也含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是名副其实的指导各类规划活动的基本法。比如《江苏省发展规划条例》规定了总则、发展规划对象与内容、发展规划编制与批准、发展规划实施与监督、法律责任、附则6个方面的内容；《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管理办法》规定了总则、规划体系、规划编制立项、规划起草和衔接、规划论证、规划审核和批准、规划公布和备案、规划实施、规划评估、规划费用管理、附则11个方面的内容。

此类规划立法当前存在下列问题：一是在国家层面缺乏一部指导发展规划的基础性立法；二是普遍没有规定国家规划与国家预算的衔接机制；三是各地立法在内容上精陋不一，有碍跨地区、跨部门规划的协调和统一；四是一些立法的有效期等同于五年规划期，但未明确跨期规划的工作机制与问责制；五是此类立法与空间规划立法在理念与制度上尚需明晰关系，特别是二者的衔接问题。

（二）空间规划法

空间规划法是调整国家地理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的立法，有国土规划法、主体功能区规划法、国土开发规划法等别称。空间规划可以是针对一国全部主权空间（领土、领海、领空）开发利用的综合性规划，也可以是针对部分地理空间的专项性规划，比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海洋功能区规划、空间利用规划。空间规划的对象是自然资源，它是人类生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载体。因此，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必须以空间规划为基础。在编制技术上，空间规划可以与社会经济事务规划融合在一起编制，构成空间与发展一体化的规划，典型的例子就是城市规划、区域规划；空间规划也可以单独编制，作为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依据。目前，许多国家已经确立了相对成熟的空间规划立法和规划体系（见表2—1）。比如，日本在1950年出台了《国土综合开发法》，拉开了编制各级国土规划的序幕，随后又于1969年、1977年、1987年、1998年、2008年等分别编制了阶段性全国国土规划，指导全国性产业布局与经济社会发展
[1]

 ；德国于1965年通过《空间规划法》，确立了联邦、州、地方三层空间规划体系，要求低层规划符合高层规划
[2]

 ；丹麦于1992年开始实施《规划法》，该法由《国家、区域规划法》《城市规划法》《城市和乡村地区法》等立法整合而成，确定了国家、区域、市、局部四类规划，旨在促进人居条件、野生动物植物保护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3]



表2—1 十个国家的空间规划立法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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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Rachelle Alterman，National-Level Planning in Democratic Countries,Liverpool Universit

我国尚未制定一部基本的空间规划法，与此相关的空间规划立法或者政策主要如下。

（1）国土规划立法。1987年，国家计委发布《国土规划编制办法》，要求中央和地方按照地域层次分别编制全国、跨省区、省级、地市四级国土规划，按内容分为国土综合规划和国土专项规划两类，期限一般不少于15年。国土规划的基本任务是从地域角度总体上协调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治理保护的关系，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促进地域经济综合发展。国土规划一般应包括对自然条件和国土资源的综合评价，自然资源开发的规模、布局和步骤，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布局，交通、通信、动力和水源等基础设施的安排等内容，并且应规定耕地保有量、森林覆盖率、城市化水平等规划指标。1990年，国家计委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完成了《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草案）》。其后，该项工作未继续开展。2010年，由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发改委牵头、28家单位参加的全国国土规划纲要编制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1—2030年）》的前期研究和编制工作正式启动。2013年12月，该规划纲要编制完成并报送国务院审查。

（2）主体功能区规划立法。2006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国务院各部委和各省级政府根据“十一五”规划的要求，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功能区，按其定位调整区域政策和绩效评价，形成合理的空间开发结构，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以及城乡、区域协调发展。2007年7月，国务院发布《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要求编制国家级和省级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定各级各类主体功能区的数量、位置和范围，明确不同主体功能区的定位、开发方向、管制原则、区域政策等，规划期至2020年。《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指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区域规划、城市规划、生态建设规划、海洋功能区划等在空间开发和布局方面的基本依据，并明确了主体功能区规划与区域、城乡等空间规划的主从关系。2010年12月，国务院印发《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规划范围为全国陆地范围以及内水和领海（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15年8月，国务院印发《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作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组成部分，规划范围为我国内水和领海、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及其他管辖海域（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3）自然资源规划立法。自然资源规划是针对某类自然资源的专项规划，其渊源主要是各类自然资源立法，比如《土地管理法》《水法》《森林法》等，目前此类规划及立法渊源如表2—2所示。

表2—2 自然资源规划及其立法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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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城乡规划立法。城乡规划是为实现城市、乡村功能而对空间布局进行的安排。由于人类定居及生活生产对空间（资源空间）的需要，人居规划在逻辑上成为最为传统和成熟的规划类型。当人居采取城市或者乡村等社区形态时，人居规划便演化为城市或者乡村规划，即符合城市或者乡村发展的空间规划。城乡规划既是社会发展规划，也是空间规划，前者针对城乡社区满足居民各类需要而编制，后者针对城乡发展符合空间资源要求而编制。基于人居规划较其他规划的先发性，城乡规划立法成为当前最为完善的规划立法。规划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也多围绕着城市规划进行。

1984年1月，国务院发布《城市规划条例》，要求一切城市（包括直辖市、市、镇、未设镇的县城）必须制定城市规划，按照规划实施管理。《城市规划条例》第四条指出，城市规划旨在“确定城市的性质、规模和布局”，“统一规划、合理利用城市的土地”，“综合部署城市经济、文化、公共事业及战备等各项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各种建设，需要使用国有土地或者征用集体土地时，必须向城市规划部门提出建设用地申请，由后者审批并划拨用地，核发建设用地许可证。1989年12月，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城市规划法》，之前的《城市规划条例》废止。根据《城市规划法》，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建设需要申请用地的，必须向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定点，由后者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申请者持许可证向土地管理部门申请用地。2007年10月，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城乡规划法》，将乡、村庄纳入规划，体现城乡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根据《城乡规划法》，城乡规划包括城镇体系规划、城市规划、镇规划、乡规划和村庄规划；其中，城市规划、镇规划分为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详细规划又分为控制性详细规划和修建性详细规划。经法律批准的城乡规划是城乡建设和规划管理的依据，未经法定程序不得修改。在城市、镇规划区内以划拨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申请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以出让方式提供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建设项目，规划主管部门在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前提出出让地块的位置、使用性质、开发强度等规划条件，作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组成部分，建设单位在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后，持建设项目的批准、核准、备案文件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向城乡规划主管部门领取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2005年12月，建设部发布《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将城市规划定位为“政府调控城市空间资源、指导城乡发展与建设、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重要公共政策之一”。《城市规划编制办法》规定了城市规划编制的组织、要求，以及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分区规划与详细规划的内容。2006年7月，建设部发布《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编制暂行办法》，要求县、自治县、旗组织编制县域村镇体系规划，以调控县域村镇空间资源，指导村镇发展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编制暂行办法》也规定了县域村镇体系规划编制的组织、要求和内容。其中，县域村镇体系规划图件应包括人口与村镇布局、产业发展空间布局、综合交通、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环境保护与防灾等规划图。

（5）地方性空间规划立法。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充分认识到空间规划的基础性功能，开始探索空间规划立法。2011年9月，天津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通过《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为确保该规划的落实，保持空间发展战略的连续性、权威性和稳定性，天津市人大常委会于同年11月通过《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条例》，这成为全国首部专门规范空间规划的立法。《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条例》确立了空间规划在政府规划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将其作为“编制本市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各项事业发展规划的依据”。该定位打破了以往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作为“龙头规划”的惯性思维。其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也于2014年11月审议通过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条例》，其中也强调了“空间发展战略规划应当作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规划的编制依据”。

从前述几类空间规划立法可以看出，我国空间规划立法存在下列问题：一是缺乏一部统领全国各类空间规划管理的基本立法。二是现行空间规划立法“碎片化”问题明显，主体功能区、国土、资源、城乡规划四方面的立法相互独立，造成相应规划的交叉、重叠与冲突，有必要进行整合和简化。三是空间规划立法的约束力受制于社会经济政策甚至行政长官的意志，这容易削弱空间规划的科学性。四是部分空间规划还存在立法不足问题，比如低空空域规划、城市地下空间规划等立法。
[4]



（三）专项规划法

专项规划是针对某一社会经济领域或者事项的规划。一般而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综合性规划，针对其中部分领域或事务编制的规划为专项规划。那么，空间规划是否属于专项规划？相关立法并未明确。国务院200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称专项规划是“总体规划在特定领域的细化”，其中，国家级专项规划主要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重要资源开发保护、生态建设、环境保护、防灾减灾、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扶持或者调控的产业、国家总体规划确定的重大战略任务和重大工程等领域。《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并未将空间规划明显列入专项规划，理由至少有三：一是《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出台时，主体功能区规划尚未开始编制
[5]

 ，空间规划的观念尚未引起社会关注；二是《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将具有空间规划要素的区域规划单列为一类，使之区别于专项规划；三是《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侧重于发展规划，同一些地方性发展规划立法一样，未明确将城乡规划列入立法调整范围。为突出空间规划的基础性、战略性以及资源约束性，本章作者不建议将空间规划称为专项规划，认为应将专项规划限于综合性发展规划的个别领域。值得一提的是，资源规划是空间规划的重要构成，应当纳入空间规划体系，这有利于一体化空间规划机制与制度的构建。但是，当前多数规划立法都将资源规划纳入了专项规划。

2007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级专项规划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专项规划编制的程序性要求与实体性要求，其中，程序性要求包括立项、起草、衔接和论证、报批、备案、公布、实施等环节。《国家级专项规划管理暂行办法》以前述国务院2005年的文件为依据，说明我国在发展规划基础立法上存在空白。《国家级专项规划管理暂行办法》还特别指出，规划编制要“突出政府职能”，“能够以指导意见等形式引导发展的领域，一般不编制规划”，这体现了规划对市场配置资源的补充性功能。

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基本内容，当前专项规划立法主要涵盖以下方面。

（1）产业规划法。产业规划法是规范特定产业发展规划的立法，散见于各类产业立法与政策当中。比如，《农业法》（2012年）第15条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旅游法》（2013年）专门设立了“旅游规划和促进”一章；国务院2015年3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促进展览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强展览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的制定和实施。

（2）生态规划法。生态规划法是规范环境保护、低碳社会、循环经济、应对气候变化等规划，以促进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立法。比如《环境保护法》（2015年）要求县级以上政府环保部门编制环境保护规划，《节约能源法》（2007年）要求县级以上政府编制和实施节能中长期专项规划、年度节能计划，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要求将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3）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规划法。公共事业和公共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最为重要的领域，因此也是政府规划编制与实施的重点内容。比如《教育法》（1995年）第25条规定，国家制定教育发展规划；《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年）第10条规定，国务院制定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确定国家科学技术重大项目以及与科学技术密切相关的重大项目；《社会保险法》（2011年）第5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将社会保险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残疾人保障法》（2008年）第5条规定，国务院制定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纲要，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残疾人事业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体育法》（2009年）第45条规定，城市公共体育设施应当纳入城市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4）其他专项规划立法。除前述专项规划立法外，专项规划还涉及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国防建设、国家统一等方面的规划，相应的立法也设计了规划制度。比如，《立法法》（2015年）第52条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编制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国防法》（1997年）赋予国务院编制国防建设发展规划和计划的权力。

（四）区域规划法

区域规划是关于一定地理区位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广义上，区域规划包括全国、省域、市县域以及乡镇域等不同行政区域的空间规划、发展规划以及专项规划。狭义上，区域规划仅指跨越行政区域的规划，以及针对特定地区的规划。其中，跨行政区域的规划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划的政府间合作，特定地区的规划涉及国家引导、扶持、抑制特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倾斜性政策。与空间规划、发展规划相比，区域规划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是在一般规划的基础上针对特定地区的规划，比如经济特区规划、资源枯竭城市规划。因其特殊性，区域规划通常伴随有专门性立法。

区域规划是一国政府积极干预特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政策。各国在不同时期均可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发展等角度出发，提出区域发展政策与规划。比如，日本政府为开发北海道，于1950年制定了《北海道基本法》，设立了北海道开发厅，创建了北海道开发金库，连续实施《北海道综合开发规划》，并且与日本国土综合开发规划相配合，构建起“开发与行政相分离”、“中央与地方双体制”、“法律与规划共推动”等区域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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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代，美国为促进田纳西河流域的通航与产业发展，制定了《1933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成立了一个国有、跨州、综合开发利用田纳西河流域资源的管理系统——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并经营至今。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持续实施着有针对性的区域发展政策。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央为贯彻“全面规划、分级平衡、点面结合、以点带面”的方针，于1958年6月发布了《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七个协作区，各区依照资源禀赋和全国统一规划，建立了大型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了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不同协作区的各省、市、自治区可以分别进行双边和多边协作。1965年4月，针对美国入侵越南的局势，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提出了具体备战措施。随后，第三个五年计划将三线建设列为重点工作。三线指按照国家地理战略地位将全国划分三道线：沿海和边疆为前线，西部和中部等13个省份为后方（大三线），二者之间的地区为二线。此外，各省份还划分了本辖区的一线、二线、三线（小三线）。大、小三线建设投资之集中、地域之广大、持续时间之长，都为新中国建设史上所仅有。
[7]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规划及其立法事例主要如下。

（1）经济特区立法。1980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设置经济特区的建议，并批准公布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经济特区开垦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实验田”，成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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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后，我国又陆续设立了海南、新疆喀什、新疆霍尔果斯三个经济特区，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边境贸易合作区、保税区等促进对外经贸合作的特别经济区域。

（2）地区振兴立法。2001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第十个五年计划对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做出了具体部署。2004年3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完善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的十个方面的重点工作。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采取一系列措施支持东北老工业基地加快调整改造，使之逐步成为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区域。2009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了“深化省区协作，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目标。2006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促进中部地区在发挥承东启西和产业发展优势中崛起。2012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大力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若干意见》，要求晋、皖、赣、豫、鄂、湘六省在2020年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三基地、一枢纽”的地位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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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国家对西、中、东北等落后、转型地区的振兴发展都提出了政策方向和规划思路。

（3）改革试验区立法。改革试验区是政府在特定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并将改革经验向其他地区推广的“先行先试”地区。2010年12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同意在山西设立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秉持“先行先试”的精神，为其他地区加快资源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发挥示范带动作用。2012年9月，山西省发布《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了转型的主要任务和措施。2013年8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探索对外开放的新路径和新模式。2013年9月，国务院批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要求上海市在试验区探索建立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提升政府事中、事后监督水平。2015年4月，国务院批准《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及《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将自贸区增加至四个地区。其中，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涵盖深圳前海蛇口片区与珠海横琴新区片区，将中国内地与中国港澳地区对接起来，有利于实现“一国两制”构想下的区域合作。依照自贸区建设规划方案，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7月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关于广东、天津、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的立法也已被列入立法计划。除前述试验区立法外，国务院还通过了包括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沿边开发开放试验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创新试验区。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特区相比，这些试验区可以被称为“新特区”。



注释


[1]
 参见姜雅：《日本国土规划的历史沿革及启示》，载《国土资源情报》，2009（12）。


[2]
 参见刘向民：《国土规划指导的一个跨国比较》，载《行政法学研究》，2008（2）。


[3]
 参见徐曙光、张丽君：《丹麦的国土空间规划及启示》，载《国土资源情报》，2010（2）。


[4]
 天津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于2008年11月5日通过《天津市地下空间规划管理条例》，基本立法依据是《城乡规划法》。


[5]
 “主体功能区规划”方案是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十一五”规划中首次提出的空间布局方案。


[6]
 参见王文英：《日本北海道综合开发的历史进程和成功经验》，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


[7]
 参见孙东升：《三线建设战略决策始末》，载《党史天地》，1998（5）。


[8]
 参见肖刚：《深圳经济特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窗口——以深圳作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窗口作用论述为中心》，载《国际经贸探索》，2007（11）。


[9]
 “三基地”指粮食生产基地、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技术产业基地，“一枢纽”指综合交通运输枢纽。


第三节 行政决策法渊源

规划的本质是决策。政府规划的本质是政府决策。因此，行政法学采用行政规划一词描述政府通过编制与实施规划履行其法定职责的客观事实。为体现依法行政的要求，一些行政立法将行政规划纳入行政决策事务范畴，对规划的条件与程序做出制度性安排。在此意义上，行政决策立法也应被视为国家规划制度的渊源。不过，若将政府做广义理解，则此处决策立法理应包括立法决策、司法决策。事实上，当前的立法决策与规划在程序上具有显著的同构性。

一、行政决策实体法

行政决策实体法是界定决策主体的决策职权、职责范围的立法，是规范决策主体静态规划权的立法。此类立法包括宪法、政府机构组织法、“三定方案”以及行业产业管理法等。其中，“三定方案”是政府机构编制管理部门对政府部门职责、内设机构及人员编制三个方面做出的安排。政府机构编制管理的基本立法是国务院1997年8月发布的《国务院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以及国务院2007年2月发布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根据社会发展形势的要求，对国务院行政机构进行过六次改革，旨在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政府机构改革不仅仅是机构数量的增减、人员调配的结构变化，而且更主要的是机构职能的调适，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政府管理的要求。在各类政府机构的职能配置中，规划权都是一项基础性权力。以2013年3月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为例，此次改革对铁道部实行政企分开，将其拟定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职能划入交通运输部；组建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原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研究拟定人口发展战略、规划及人口政策的职责划入国家发改委；组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管理总局，将拟定政策规划列入其首要职责范围；重新组建国家海洋局，设立高层议事协调机构国家海洋委员会，负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重新组建国家能源局，负责拟定并组织实施能源发展战略、规划和政策。

除“三定方案”外，一些行业产业立法也规定有政府机构的规划权，比如前述空间规划、专项规划等立法所涉及的规划，均需要特定政府部门履行其规划权。由于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划分具有典型的“板块化”特征，因而面对需要多部门、多环节共同治理的社会问题，部门间的合作就显得更加重要。为此，多部门联合规划也将成为一种常态。比如，工信部与国家发改委于2013年2月联合发布《信息产业发展规划》，商务部、国土资源部等10部门于2015年8月联合发布《全国农产品市场体系发展规划》。

不过，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依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行公开政府“权力清单”时，并未将规划权或者行政规划作为一项独立权力予以划分。201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建议对“直接面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政职权”进行梳理、汇总。比照上下文，此处的“权力清单”并非政府部门的全部权力，而是与社会组织、个人直接发生关联的管理性权力——行政执法权。本书作者认为，相较于管理性权力，政府权力运行的源头——规划权——更应当引起政府部门与社会的普遍关注。尽管行政规划权更多地通过既定决策程序来行使，但该程序并未排除社会参与；而且，十八届四中全会还特别强调公众参与立法、行政决策和司法，并将其作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的关键环节。
[1]

 因此，如果说此类“权力清单”的公开重在促进政府部门“依法管理”的话，那么规划权的公开则有利于促进政府部门“依法决策”。

事实上，界定规划权可能比界定“权力清单”所列权力更为困难，因为它涉及政府权力的初始配置。前面已经分析，政府编制规划、人大审查规划是目前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力配置，但宪法并未明确规划权属于政府还是人大。如果属于人大，则政府编制规划的权力仅是人大授予其行使的部分规划权；如果属于政府，则人大无实质性权力干预政府编制规划，进而影响人大对预算规模与机构的控制。现实中，地方政府一把手强势干预城乡发展规划，不仅破坏了规划的科学性与民主性，而且也成为政府官员滋生腐败的重要原因。为此，有必要明确规划权的归属，加强人大对规划权的行使，限制政府权力的扩张。

二、行政决策程序法

行政决策程序是政府部门履行行政决策应遵循的规定环节与过程。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一部行政决策程序基本法，不过，一些立法和政策对决策程序做出了相关规定，比如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组织法》、国务院2004年发布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国务院2013年3月通过的《国务院工作规则》等。除立法明确规定的行政执法机制（比如行政许可、处罚）外，国务院各部门较少公开具体事务的决策程序和规则。相较于地方政府而言，此方面的制度化与透明度还有待加强。

依照《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政府应完善内部决策规则，建立健全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决策事项、依据和结果要公开，公众有权查阅。依照《国务院工作规则》，国务院及各部门要完善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提高公共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其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及国家预算、重大规划、宏观调控和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措施、国家和社会管理重要事务、法律议案和行政法规等，由国务院全体会议或者常务会讨论和决定。《国务院工作规则》对政府决策机制的规定，也是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对于依法决策机制的要求。

相较于中央，地方层面有关行政决策的立法与政策比较成熟。比如，湖南省人民政府2008年4月发布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专门设有“行政决策程序”一章。该章将“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编制各类总体规划、重要的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列为重大行政决策，由政府行政首长代表本级政府对重大行政决策行使决策权，行政首长在集体审议的基础上做出同意、不同意、修改、暂缓或者再次审议的决定；重大决策需要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审议决定的，按规定程序提请审议决定。依照《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重大行政决策应当经过调研、征求公众意见、科学性与合法性论证、集体审议、公布结果、执行、监督、评估等环节。与湖南省不同，很多省专门针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出台了地方性规章，比如《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200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2009年）、《湖北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2013年）、《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2015年）、《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2015年）、《甘肃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规定》（2015年）等。这些立法均将国家规划列为重大行政决策，成为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的重要立法渊源。在规划程序上，它们与规划立法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当规划立法未对规划程序做出明确规定时，规划主体可以参照行政程序立法。



注释


[1]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在此，公众参与是优先于专家论证、集体讨论的必要环节。


第四节 预算法渊源

规划与预算是一体两面。规划反映政府部门的“事权”，即政府部门拥有哪些权力以及如何安排这些权力的行使。预算反映政府部门的“财权”，即政府拥有哪些财力以及如何运用这些财力去履行其职责（事权）。显然，无规划，则无预算之必要；无预算，规划则无法落实。预算与规划互为镜像。因此，《预算法》可以成为国家规划制度的渊源。

一、预算支出法

预算支出是政府在财政年度内履行其公共职责所需要的预计开支。依照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2014年8月修改通过的《预算法》，政府的一切收支活动均应纳入预算。因此，预算支出就是受《预算法》约束的政府全部开支。这些开支与政府职能紧密联系，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政府履行一般性公共管理职责的开支，比如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交、公共安全、国防支出，农业、环境保护支出，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支出，社会保障及就业支出等。政府依照相关立法履行其职责，比如《宪法》《国防法》《农业法》《环境保护法》《教育法》《卫生法》《体育法》《社会保障法》等。这些立法普遍规定了政府提供特定公共服务的规划制度，用以引导政府依法、合理、有效地履行其职责。与此同时，政府履行职责的物质保障又通过《预算法》《政府采购法》等立法予以安排。这样，预算作为一个催化剂，将静态的政府职责就转化为动态的政府管理。没有预算做保障，政府职责就难以充分落实。

（2）政府为支持特定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发展的基金性开支。政府在履行能源供应、教育、文化、残疾人服务等职责时，可以依法向社会征收基金，用于弥补政府财力的不足。比如，《可再生能源法》规定，国家财政设立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用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农牧区可再生能源利用项目、可再生能源资源勘查等事项。再如，《中小企业促进法》规定，国家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创业辅导、技术创新、开拓市场等事项。这些基金开支事项通常与政府职责相关联。

（3）政府投资设立企业以及企业运营的开支。政府投资设立企业是政府运用财政资源有目的地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投资活动。通常，政府为了稳定宏观经济秩序，确保战略性产业和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的安全，会积极主动地参与特定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或供应。此类活动不仅需要遵循规划制度，而且还应遵循预算制度。比如，浙江省人民政府2005年1月发布的《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指出，政府投资项目是政府利用预算安排的建设资金、纳入预算管理的专项建设资金、政府融资、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国有资产收益、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资金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应当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政府投资设立企业后，应当按照《预算法》《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法》等的规定，编制且执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即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应将国家从投资企业中取得的收入及其相应开支单独编制预算，其预算收入可调入一般公共预算，用于政府公共管理开支。

（4）政府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险的开支。社会保险是公民在年老、疾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的物质帮助。向公民提供社会保险是一国政府极为关键的公共服务职责。《社会保险法》要求将社会保险事业纳入国家规划，并要求政府对社会保险事业给予必要的经费支持。为此，政府不仅需要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组织、管理、监督保险资金的征缴和支付，而且还需要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比如补贴社会保险基金支付不足的部分。

（5）政府编制规划的开支。规划作为政府的一项独立权力，在组织编制时会因调研、立项、论证、公众参与等阶段性活动而产生开支，为此，规划编制也应遵循《预算法》和规划立法的要求。比如，《国家级专项规划管理暂行办法》（2007年）第24条规定：“国家级专项规划编制工作所需经费，由规划编制部门商财政部门列入部门预算。”《预算法》要求一般公共预算按照其功能和经济性质分类，将支出项目尽量细化到具体业务活动。比如，在财政部发布的《201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中，“国土资源规划及管理”作为以功能划分的科目，用以“反映国土资源规划、研究、管理方面的支出”。
[1]



二、预算收入法

预算收入是政府依法获取的各种收入，包括税收、基金、行政性收费、国有资源使用费收入、罚没收入、彩票收入、国债收入等。和预算支出相比，预算收入也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反映，比如征收税款、出让国有资源、发行政府债券等。可以说，预算支出与预算收入分别针对不同的政府职责。

根据《预算法》，预算收入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以及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四部分构成。每部分收入对应不同的立法，体现不同政府职责。比如，《彩票管理条例》（2009年）规定了彩票发行、销售、开兑奖等管理要求，旨在通过筹集社会资金支持社会福利、体育等公益事业的发展。《山东省国有资产资源有偿使用管理办法》（2011年）规定了国有自然资源、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的收入管理制度，旨在规范公共财政收入体系建设，促进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政府部门在实施预算收入管理时，应当符合相关立法规定的职责与程序，比如征税机关应依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征收税款。

三、预算程序法

本质上，预算也是一种规划，即对财政收支进行预先安排。为此，预算也需遵循一定的决策程序。《预算法》规定了预算编制、审批、执行、调整等程序，特别明确了预算管理职权，即预算决策权或财政规划权。形式上，预算过程是对政府收支的结构、数额、效率实施量化管理的过程；实质上，预算过程是审查、评价政府年度或者跨年度规划实施的合法性和效益性的过程。一项预算方案只有涉及具体的人、财、物时，其量化的货币价值才真正具有现实意义。因此，规划应当贯穿预算过程。

《预算法》规定了预算过程与规划的衔接配合。

（1）编制阶段。《预算法》第32条规定：“各级预算应当根据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国家宏观调控总体要求和跨年度预算平衡的需要，参考上一年预算执行情况、有关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和本年度收支预测，按照规定程序征求各方面意见后，进行编制。”此处的“年度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就是政府年度规划设定的工作目标。这些目标通过财政部制定的政府收支分类科目、预算支出标准和要求等，进一步细化为具体的政府职责及开支用途（比如工资福利、商品购买、企业补贴、基本建设等）。考虑到预算的平衡保障功能，《预算法》要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编制应优先安排国家确定的重点支出，并安排必要资金扶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发展经济社会建设事业。

（2）审查阶段。《预算法》第48条规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审查预算草案时，应当重点审查“预算安排是否贯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政策，收支政策是否切实可行”、“重点支出和重大投资项目的预算安排是否适当”等内容。

（3）执行阶段。《预算法》第56条规定，政府的全部收入应当上缴国库，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占用、挪用或者拖欠。《预算法》第57条规定，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必须按照预算执行，不得虚假列支。此两方面的规定要求各预算单位必须严格执行预算安排的政府职责。政府履职出现“缺位”、“越位”和“错位”，都会影响预算收支的落实。

（4）调整阶段。《预算法》第67条规定，预算执行中需要增减总支出、调减预算安排重点支出数额、增减举借债务数额时，应当进行预算调整。《预算法》第68条规定，各级政府在预算执行中，一般不制定新的增加财政收入或者支出的政策和措施，也不制定减少财政收入的政策和措施。从事权角度看，这两条分别解释了政府规划的权宜性和稳定性，以预算调整解决规划不确定性带来的政府管理职责变化的问题。

（5）决算阶段。《预算法》第75条规定，编制决算草案，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做到收支真实、数额准确、内容完整、报送及时。此处的收支真实即要求事权与财权运行的客观性与契合性。县级以上各级人大常委会和乡人大审查决算草案时，应审查“支出政策实施情况和重点支出、重大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及绩效情况”，即审查规划实施的程度及其效果。

（6）审计阶段。《预算法》第89条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审计部门依法对预算执行、决算实行审计监督。政府审计是专门针对预算及其实施的监督活动。我国于1994年8月出台了《审计法》，并于2006年2月进行了修正。2014年10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强调“发挥审计促进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实的保障作用”，“注意发现和反映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积极提出解决问题和化解风险的建议”。《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将审计与国家重大决策结合起来，彰显出审计与规划、预算之间的相互联系。

规划与预算的高度契合性促成了二者立法之间的互动与交叠。国务院1995年11月发布的《预算法实施条例》第16条规定，各级政府编制年度预算草案的依据之一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财政中长期计划以及有关的财政经济政策”，但是《预算法》并未将之作为一项重要制度，以致出现了规划与预算“两张皮”、“双轨制”。2015年1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对此问题做出如下回应：一是认可现行部分财政支出政策存在的“碎片化”、不可持续等问题，实质是规划与预算脱节。二是要求各部门编制好本部门本行业的相关规划，为中期财政规划的编制提供良好的支撑，突出规划对预算的先导功能。三是要求增强协调意识。一方面，财政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做好中期财政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的衔接工作；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应会同财政部门建立中长期重大事项科学论证机制。



注释


[1]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2014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06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4。


第五节 规划文本渊源

规划文本是通过特定载体呈现的静态意义上的规划文件，比如国务院2015年8月印发的《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6月印发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

规划文本作为规划制度的渊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是国家对特定社会经济事务缺乏明确、充分的立法政策指引，客观上又存在发展此类事务的必要，因此借助规划文本对相关事务发展目标、举措、机制等做出安排。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迅速发展，新型问题不断涌现，比如物流业、“互联网+”、应对气候变化、绿色能源发展等，这对政府管理提出了新课题。为此，政府相继出台了各类规划，引导相关问题的解决，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比如，物流业融合运输、仓储、货物代理、信息等行业，对促进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具有重要意义。2009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缺乏扶持物流业发展的立法政策的背景下，国务院出台了《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确立了物流业发展的目标、任务、重点工程和政策措施，包括加强物流领域的立法研究、制定物流业专项规划和地方物流业规划、建立物流综合管理体系等具体措施，促进了物流业的发展。为落实《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务院办公厅于2011年8月发布了《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配套措施，比如推进物流管理体制改革、优先发展农产品物流业、将重点物流项目用地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2014年9月，根据“十二五”规划、《服务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等规划，国务院出台了《物流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4—2020年）》，提出了物流业发展的新目标、措施和工程，比如加强物流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推动邮政与电子商务企业的战略合作、加强物流安全管理等。这些规划与政策的出台，为物流业发展提供了制度支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立法资源不足的漏洞。

二是规划文本自身的约束力成为指导和约束其他规划与政策的效力基础。规划文本是依照政府决策程序形成的规范性文件，具有法律约束力。文本作为政府履责的依据，直接规范政府行为。比如，国务院2010年12月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全国空间规划的规范性文件，在各类空间规划中居总控地位。为促进规划的实施，该规划文本要求“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特别是中西部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均衡性转移支付力度”。2011年7月，财政部发布《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办法》，回应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要求。此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4年3月印发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明确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列为该规划编制的依据。随后，国家发改委于2015年4月发布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列为该规划编制的依据。这样，《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经由《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这一传导中介，间接约束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的编制与实施。

在决策链条上，作为初始决策成果的规划文本尽管在技术上未采取立法的形式，并且不符合《立法法》规定的程序要求，但是，该文本在内容上可以勾画立法与政策的“蓝图”，成为指导后者的制度依据。《立法法》（2015年）第52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等形式，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统筹安排；第66条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根据国家总体工作部署拟订国务院年度立法计划，报国务院审批。可见，立法规划作为立法工作的首要环节，对后续环节起着极为关键的先导与约束作用。立法规划是否有效地编制与实施，将直接影响立法机关工作的成效，以及立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4月发布的《关于印发〈国务院2015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指出，国务院法制办要及时跟踪了解各部门落实立法计划的情况，对立法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评估，并将各起草部门是否按时报送法律法规草案送审稿的情况作为编制下一年度立法计划的重要参考。显然，未完成立法计划对起草部门的未来行动构成约束。


第六节 国际法渊源

国际法渊源是指国家规划制度的国际法依据。当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权力或责任时，后者需要通过国内立法与政策将该权力或责任“转化”为具体规范，便于执行与操作。当该“转化”过程采用国家规划形式时，国际法便承载了制度渊源的身份。在此，以应对气候变化规划为例做一说明。

气候变化是20世纪下半叶逐步引起全球关注的生态环境问题。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人类加剧了对自然资源和能源的开发消耗，造成大量二氧化碳向大气排放，在温室效应作用下，全球温度上升，带来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危及人类的生产与发展。为此，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于1988年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定期对气候变化状况发布评估报告。1990年12月，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次发布评估报告后不久，第45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决定设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政府间谈判委员会（INC/FCCC），试图通过谈判形成国际公约，敦促国际社会控制大气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化给生态系统带来的不利影响。经过六次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于1992年5月在联合国总部通过，并于同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办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开放签署。《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自1994年3月21日生效。自1995年以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每年召开一次大会，俗称“世界气候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规定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负有“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即缔约方均有义务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但发达国家承担更多的义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提出，保护气候系统的政策措施应当融入国家发展规划；缔约方应当公布、实施并定期修改减缓气候变化的国家计划，以消除不受《蒙特利尔公约》控制的人类排放源；缔约国应当在相关社会、经济和环境政策与行动中考虑气候变化问题，并采取影响评估等方法减小应对气候变化措施给经济、公共健康和环境质量造成的影响。

我国于1992年6月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2006年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目标，提出要加强气候变化监测、预测、评估工作。2007年6月，国务院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正式提出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以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与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的措施，要求将应对气候变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地区规划。其中，对相关立法提出了要求，比如制定《能源法》《自然保护区法》，修改《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森林法》等。2009年8月，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以法律文件形式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和方法。2011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将“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单列一章，明确了“坚持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并重”的方针。2011年，国家发改委发布《关于印发地方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要求地方政府编制应对气候变化的规划。2014年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这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此前，工信部等4个部委于2012年12月联合发布了《工业领域应对气候变化行动方案（2012—2020年）》，科技部联合15个部委、直属单位于2012年5月发布了《“十二五”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发展专项规划》，国家旅游局于2008年11月发布了《关于旅游业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若干意见》，这些作为落实气候变化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构成了我国应对气候变化规划体系的基础。

除气候变化话题外，我国还编制了落实其他国际公约的规划。比如，环境保护部于2010年9月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作为落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行动方案；卫生部等8部委（局）于2012年12月发布了《中国烟草控制规划（2012—2015年）》，作为落实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行动方案。此外，国务院于2011年7月印发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和《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分别作为落实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与《儿童权利公约》的行动方案。这些国际公约影响着国家规划的编制与落实，也影响着政府职能的发挥，以及社会经济立法的发展。


第三章 国家规划基本制度

根据前述关于规划制度渊源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事实上已经建立起相对成熟的国家规划立法体系。这些立法从不同角度调整现实中的政府规划活动，确保政府依法履行其职责，为社会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为便于了解这些立法的内容，也便于考察政府规划的合法性与正当性，本章从规划立法内容中概括出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规则，并将之称为国家规划基本制度。这些制度主要按照规划活动的逻辑过程展开，首先是静态意义上的规划权配置，其次是动态意义上的规划编制与实施，最后是规划法律责任的安排。


第一节 规划权制度

规划权是政府编制与实施规划的逻辑起点，也是研究规划制度的基础。规划权是立法赋予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通过规划方式行使其职责的权力，也是规划管理体制的核心要素。

一、规划权的内涵

规划权作为一项政府权力，体现了政府垄断行使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特性；同时，规划权也是一项政府义务，体现政府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责任。因此，作为一项垄断性权力，除非通过法定程序，否则规划权不得让渡给其他政府部门或者社会主体。

那么，规划权是不是一项独立权力？从前述渊源来看，规划权是立法或者政策明确赋予政府部门的一项单独的权力，比如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法有权编制总体规划或专项规划，各级人大有权审批本级政府编制的总体规划。现行规定在确认规划权的独立性时，也呈现出规划权的分割性特征，比如编制规划权、审查规划权等。就此看来，独立的规划权是一项总括性权力，它可以细化为若干项权力。这会产生两个问题：一是规划权的基本权力是什么？二是规划权的构成性权力是否可以让渡？

（一）规划权的基本权力

针对问题一，本书作者认为，基本规划权应当是立法赋予的管理职权（责），即通过宪法、“三定方案”等赋予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基本决策职权（责），在技术上表现为规划拟定（编制）权。比如，在2013年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中，原铁道部的“拟定铁路发展规划和政策”的职责被划入交通运输部，新组建的国家铁路局被赋予“参与研究铁路发展规划、政策和体制改革工作”的职权（责）。显然，拟定铁路发展规划是一项单独且不可让渡的权力，它在被划归交通运输部后，不能为国家铁路局同时行使。这里，规划拟定权就是一项基本决策权，它直接影响铁路行业发展的方向、目标、措施以及机制，也会影响到政府资源配置的结构和布局。不过，在宪法与《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规划权是概括归属于本级人民政府的，并未将之细化至各政府职能部门，这是否意味着这些人民政府可以统一行使本辖区各项社会经济事务的规划拟定权，而无须将其分解至各职能部门？倘若如此，就可能出现部门、单位的规划拟定权与其预算编制权分离的问题。尽管预算编制的现实是事权与财权相统一于政府部门，但前述立法上的模糊是否可为政府统一行使规划拟定权提供空间？事实上，各级政府编制的总体规划本身就是一项包罗本辖区各项社会经济事务的综合性规划。

2007年11月，广东省东莞市党政领导班子联席会议研究决定，从2009年1月1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禁止养猪，由此引发了持久的“禁猪令”讨论。在假定养猪业可由政府规划的前提下，该案例涉及产业规划权的归属问题。《农业法》第15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农业发展规划，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农业发展规划，指导和协调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据此，发布“禁猪令”的权力理应属于东莞市政府，这似乎印证了政府对其辖区的规划拟定权的统一行使。但是，2012年5月，东莞市农业局、国土局、环保局又联合下发《东莞市生猪生产规划（2012—2020年）》，在该市划定禁养区、限养区和适养区。与“禁猪令”相比，《东莞市生猪生产规划（2012—2020年）》则由上述三个职能部门联合行使，这是否意味着养猪规划权由政府让渡给上述三部门呢？

（二）规划权的构成

规划权是一项决策权。为确保决策的科学与民主，现行立法对该权力进行了分割，表现为规划编制、审查、批准、公开、调整、评估、监督等权力，以及规划论证、建议、参与、评估、监督等权利，前者属于政府的法定职责，后者属于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法定权利。

（三）规划权的让渡

关于前述问题二，本书作者认为，政府拥有的规划权不能让渡，但是，技术性工作可以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由市场主体代为执行，比如部分城乡规划的编制以及规划实施的效果评估。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探讨委托第三方起草法律法规草案。照此逻辑，政府规划也是可以委托第三方编制的，这并非否定政府的基本规划权。比如，贵州省政府办公厅2014年10月发布的《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附有第一批指导性目录，将资源节约环境保护规划、农业规划、城市规划以及政策决策评估服务等行政性事务列入可以向市场外包的范畴。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2014年6月发布的《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实施意见》将“法律服务、课题研究、政策调研、决策论证、监督评估、绩效评价、材料整理、专家评审、会务服务、编制规划、规划评估等辅助性和技术性事务”列入向社会购买的范畴，其中，外包的规划编制主要是重点行业规划的编制。事实上，一些立法早已确立了委托规划编制制度。比如，《城乡规划法》第24条规定，城乡规划组织编制机关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承担城乡规划的具体编制工作。《水利规划管理办法（试行）》第17条规定，对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水利规划，可按照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原则，采取委托、招标等方式确定编制承担单位。

规划编制权的技术让渡带来了规划后果的承担问题。理论上，外包规划编制在政府与编制单位之间形成委托合同关系，编制单位（受托方）应向政府（委托方）提供约定的规划编制成果，比如规划文本、说明、相应图纸、研究报告、基础资料等。当政府取得规编制成果并获得审批后，其应对成果的合法性与科学性承担管理责任。当编制成果在实施中给他人造成人身或财产损失时，应当依照“谁规划、谁负责”的原则，由拥有规划编制权的政府首先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审批部门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现实中，拥有规划编制权的政府可能会混淆自身与编制单位、审批单位的责任，将自身责任推诿于编制单位或者审批单位，这是政府在外包服务中推卸其责任的方式，应当引起社会关注。

二、规划权的配置

规划权的配置是指总括性规划权在不同决策主体之间的分配及其协调关系。因决策主体的多元化，权力配置涉及不同层级政府、不同政府职能部门、不同社会组织与个人，它们分别承受不同的规划权，彼此间牵制又合作，由此形成规划管理体制。

（一）政府间的规划权配置

政府间的规划权配置是指基本规划权在不同行政区划的政府间的分配及其协调。从政府结构的角度分析，此类规划权配置的基本形式分为：上下级政府间的垂直权力配置，以及非上下级政府间的水平权力配置。其中，中央与省级政府间的权力配置以及各省级政府间的权力配置，是基础性权力配置，属于基本“条块”权力构造，其他权力配置属于附属性权力构造。

省级政府因属性与功能存在差异，故其规划权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省级政府对本辖区大多数社会经济事务拥有直接规划权，但是，涉及国防、安全、体制改革、区域合作等重大事务的，规划权归于中央政府。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关系全国统一市场规则和管理等作为中央事权；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作为中央和地方共同事权”。比如，《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虽然以广东省9市为规划范围，但因承担辐射、带动、示范等功能，且与中国港澳地区的发展紧密相融，故由国家发改委编制发布。显然，在中央与省级政府间的权力配置上，前者具有优先规划权。在以垂直管理为主导的政府权力运行模式中，省级政府的规划权很大程度上是以中央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规划文本为基础的。对此，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确立了规划衔接制度，即下级政府规划服从上级政府规划、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服从本级和上级总体规划，这一制度强化了地方规划权对中央规划权的附从性。

但是，前述附从性并未妨碍省级政府间加强社会经济事务的规划合作，即政府间借助契约形式实现跨区域商品、资本、劳动力甚至于管理等要素的流动及其治理。这种规划合作可以源自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也可以源自政府间的自愿协议。2008年5月，四川省汶川县发生特大地震。为灾后恢复重建，国务院于2008年6月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确立了对口支援原则；2008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对口支援方案》，按照“一省帮一重灾县”的原则，安排东部和中部共19个省市对口支援四川省18个县市以及甘肃、陕西受灾严重地区，援助范围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条件，不含党政机关办公设施；援助期为3年，每年对口实物援助不低于援助省上年地方财政收入的1%。此类援助即属于指令性合作。此外，省际政府合作更多采取自愿协商原则，比如甘肃、江西两省政府于2014年11月签署了《能源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陇东至江西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2015年9月，湖南、云南两省粮食局签订了《关于建立长期稳定粮食产销合作关系框架协议书》，商定湖南省优先向云南供应稻谷口粮。这种自愿协议可以发生在不同层级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

上述规划多为个别化、事务性的安排，政府间也可以达成一般性框架协议，将规划合作制度化、长期化。此方面的典型是泛珠三角合作的“9+2”框架协议，以及《粤澳合作框架协议》。2011年3月，广东省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作为落实《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及其补充协议的形式。《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第六章“区域合作规划”提出建立协调合作机制，共同编制实施区域合作专项规划，包括珠江口西岸地区发展规划、澳珠协同发展规划以及澳穗南沙合作规划。此类规划是“一国两制”方针下区域合作的创新形式。

（二）政府部门间的规划权配置

政府部门间的规划权配置是指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依照职能部门的设立与调整，对各职能部门拥有的规划权的安排。相较于国务院各部门依照“三定方案”等规定取得的规划权，地方政府部门的规划权复杂得多。一方面，各地方政府设立的职能部门不尽相同，比如山西省设有煤炭工业厅，多数省份则没有设；广东省深圳市将文化局、体育局、旅游局等整合为文体旅游局，同时挂广播电影电视局、新闻出版局、文物局的牌子，很多城市则分别保留这些机构。这样，一个政府部门是否拥有以及拥有何种规划权，需要根据其所在人民政府的机构设置及改革方案而定。另一方面，政府职能处于不断变动的状态，彼时行使的权力此时可能被上移、下移或者取消。比如，广东省广州市设立国土规划委，将原规划局的职责划入该委，不再保留规划局；国务院将人口发展规划的职责划入国家发改委后，地方各级政府也相应做了调整。

政府结构是一个盘根错节的组织体系，一个部门的调整会影响多个部门，因此，政府机构改革是一项复杂而又必须谨慎的工作。2013年，为解决食品药品监管职责分散、交叉、空白等问题，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地方改革完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体制的指导意见》，决定组建食品药品监管局，对食品药品实行统一、无缝监管。此改革模式要求对原来的食品安全办、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职能进行整合，对相关部门的人员、编制、设备、经费等进行调整。由于涉及部门、地方利益，一些地方政府的整合工作迟迟未如期完成。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于2014年9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药品监管体系建设有关事项的通知》，要求“进度缓慢的地方要制定时间表、拿出硬措施”。但是，截至2015年3月，县一级改革基本未动；已经改革的部分地区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等简单拼凑成“市场监管局”，弱化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另外，由于各相关部门之前都有专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以及职能、制服、标志，因此改革后带来了执法依据、身份、责任等方面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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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困惑，也会影响政府规划权的配置与实现。

食品药品监管体制的改革反映出政府职能分割与整合的能动性，这也说明：政府部门间应当确立相对稳定的合作机制，以无缝对接方式充分实现政府服务社会的职能。如果职能分割不妥当，部门间衔接有漏洞，或者各自为政，那么部门规划就可能出现重叠、交叉甚至冲突。在现行规划中，国土规划与城乡规划、各类自然资源规划、区域规划等规划在目标、措施、机制等方面存在交叉，不仅造成了规划预算的浪费，而且也提高了规划衔接的复杂性。从根本上说，规划存在的问题是因规划权的不当配置而产生的，而后者又是由政府职能部门的组建与其“三定方案”所决定的。进一步说，“三定方案”是政府与市场、社会三方角力的结果。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政府需不断调适其机构与职能，以回应市场与社会的需求。政府职能的动态变化，也使政府规划权的划定及其行使增加了难度。

（三）社会组织和个人的规划权配置

在国家规划问题上，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可以主要行使五个方面的权利：一是国家规划的建议权。二是国家规划的参与编制权。三是国家规划的评估权。四是国家规划的监督权。五是国家规划的落实权。

（1）建议权。当前，政府部门在编制规划前，经常会发布征集规划建议的通知，提出征集对象、内容、方式、时间等要素。社会组织与个人有权向征集单位提出意见和建议。

（2）参与编制权。根据规划性质的不同，规划主体可以将规划编制工作委托给具有规定资质的专业组织，比如城市规划设计院受托编制城乡规划、咨询公司受托编制产业规划等。广义上，参与编制权还可包括编制过程中接受委托从事调查、研究、论证等。参与编制既是社会组织参与国家治理的方式，也是政府与市场主体通过契约方式提供公共产品的形式。它属于公私合作（PPP）的范畴。

（3）评估权。评估权是专业评估机构对规划实施效果予以测量、评价的权利。它是一项独立的鉴定性、证明性权利，不同于参与编制权的附属性。简言之，评估机构独立于规划编制、实施以及监督机构，它向评估报告的使用人而非委托人承担责任；相反，参与规划编制的组织是代替拥有规划权的政府部门履行职责，它仅向委托人（政府部门）承担责任，无须向规划受益方（社会）直接承担责任。

（4）监督权。监督权是社会组织和个人对政府行为拥有的普遍性权利。规划编制组织和评估机构也可以行使监督权。

（5）落实权。落实权是社会组织和个人根据国家规划对自身发展做出规划的权利。落实权体现了社会组织和个人对于政府决策遵守的自由度。但是，对于约束性规划目标，比如工业企业减少碳排放量、控制人口出生率等，当事方必须履行。

三、规划权的实现

规划权的立法设定为政府决策构建了一个静态权力体制，当该权力经由政府及其部门依照规定程序付之于现实生活时，权力及其效果即通过具体社会经济活动呈现出来。一方面，规划权的静态配置通过具体规划的编制、实施等活动转化为政府行动，体现政府职责的运动状态；另一方面，规划权的行使作用于具体的社会经济领域，对社会组织与个人产生影响，表现出政府履行职能的效应。因此，规划权的实现是一个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过程。

为促进规划权的落实，国务院设立国家发改委，负责全国性的规划编制管理事务。根据国务院2008年的机构改革方案，国家发改委集中力量抓宏观调控，首先是拟定和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年度计划。此外，国家发改委还负责下列与规划相关的工作：一是组织拟定综合性产业政策，负责协调第一、二、三产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并衔接平衡相关发展规划和重大政策，做好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的衔接平衡；二是会同有关部门拟定服务业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拟定现代物流业发展战略、规划，组织拟定高技术产业发展、产业技术进步的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三是承担组织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并协调实施和进行监测评估的责任，组织拟定区域协调发展及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战略、规划和重大政策，研究提出城镇化发展战略和重大政策，负责地区经济协作的统筹协调；四是编制重要农产品、工业品和原材料进出口总量计划并监督执行，根据经济运行情况对进出口总量计划进行调整，拟定国家战略物资储备规划；五是负责社会发展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政策衔接，组织拟定社会发展战略、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参与拟定人口和计划生育、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民政等发展政策；六是组织拟定发展循环经济、全社会能源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规划及政策措施并协调实施，参与编制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规划；七是组织拟定应对气候变化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八是组织编制国民经济动员规划、计划。国家发改委的这些规划权涵盖了发展规划、空间规划以及区域规划的顶层设计权力，以及对各类规划的组织协调权力。为履行这些职责，国家发改委设立有发展规划司、国民经济综合司、利用外资和境外投资司、地区经济司、西部开发司、东北振兴司、农村经济司、基础产业司、产业协调司、高科技产业司、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应对气候变化司、社会发展司、经济贸易司、国民经济动员司等，每个司都负有拟定或者组织拟定相关规划的职责。为强化国家发改委的规划管理地位，国务院还赋予其“起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有关法律法规草案”的职责，国务院也将《发展规划法》列入2015年立法计划的预备项目，由国家发改委起草。

由于行政权力“分而治之”的现实，国家发改委、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分别享有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土地规划的编制权力，形成了所谓的“三规并存”状态；在“条条”管理体制下，这一分离状态又传递至省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影响了政府资源的有效配置。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空间规划的主管部门并未明确，而且空间规划长期被忽视；二是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长期处于“双轨制”，二者未充分融合。为此，在强调生态环境对社会发展硬约束的大环境下，空间规划应当置入现行规划管理体制，比如拓展国家发改委的规划管理范畴，或者在全国人大层面设立规划委员会，统筹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整体提升政府规划的法律地位。不过，一些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三规合一”的改革措施，促进各规划之间的融合与统一。比如，广东省政府办公厅2015年2月发布《广东省“三规合一”工作指南（试行）》，要求“三规”确定的保护性空间、开发边界、城市规模等重要空间参数保持一致，并在同一空间信息平台上划定生态、基本农田、城市增长边界、产业区块四条“控制线”。《广东省“三规合一”工作指南（试行）》是在不改变现行规划权基本配置的基础上进行的技术性调整，不涉及编制新规划，也不取代法定规划；“三规”部门修改法定规划时，应启动联合审查机制，此机制可被视为积极的折中方案。此前，江西省鹰潭市人民政府于2014年7月发布《鹰潭市“三规合一”工作方案》，提出构建“三规合一”综合性协调管理决策机制，完成“一个协调机制、一张图、一个信息管理平台、一个审批流程、一个监督体系、一个反馈机制”六大工作内容，这可被视为规划权趋于集中的创新形式。“鹰潭模式”中，多部门联席会议作为协调机构，承担了规划衔接的部分职责。

除规划管理部门外，各政府部门依照“三定方案”实施其规划权。这一过程主要体现在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程序中。



注释


[1]
 参见陈赛、李涛、郭敏：《警惕改革进程缓慢弱化食品监管》，载《中国食品安全报》，2015-03-14。


第二节规划程序制度

规划程序是政府行使规划权的流程。广义上，规划程序包括编制、审批、实施、评估、修改等阶段；狭义上，规划程序仅指规划的编制与审批阶段，即规划实施前的程序。规划程序作为政府的一项决策程序，理应规范化和制度化，以彰显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可问责性。事实上，在本书前面介绍的规划法、行政决策法渊源中，多数都规定了规划程序。不过，因规划类型存在差异，规划程序的设计也不尽相同。

一、规划的一般性程序

一般性程序是各类政府规划活动通常经过的工作阶段。其中，应当经过的阶段为必要程序，可以选择经过的阶段为选择程序。

（一）必要程序

必要程序是立法对政府规划做出的约束性阶段；非经必要程序，政府规划方案（文本）不得实施。必要程序主要包括前期准备、拟订草案、规划衔接、规划论证、征求意见、规划审批、规划实施、规划评估。

（1）前期准备。前期准备是全部规划活动的基础环节，是确定、论证一项社会经济事务是否需要通过规划以及通过何种规划方式安排的前提。前期准备包括基础调查、信息收集，必要时可以安排专门性课题研究、项目论证等工作。2014年4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十三五”规划前提研究重大课题遴选公告》，向社会公布了25项课题，同时允许申请单位自行确定研究项目。申报单位被遴选为承担单位后，应与国家发改委发展规划司签订项目协议书，按照规定时间依次向委托方提交课题研究大纲、中期研究报告和最终研究报告。通过前期工作，规划部门可以获得支撑决策的各项信息，为编写规划提供依据，这是至关重要的。《可再生能源法》要求能源主管部门组织协调可再生能源资源调查，据此制定全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中长期总量目标，其后再依据报批的总量目标编制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由于规划目标受不确定性干扰，因而确保决策信息的充分完整便成为前提工作的技术性要求。

（2）拟订草案。拟订草案是指依照规划文本编制要求形成的，用于征求意见、论证、衔接以及审批的过程性文件。拟订草案以前期工作结果为根据，并为其他阶段工作提供依据。狭义上，编制规划就是拟订规划草案。该项工作是基本规划权的现实操作。它可由规划部门自行拟订，也可委托专业机构代为编制，还可以采取合作编制方式。关于个人和外国机构是否可参与拟订的问题，目前尚无专门规定。依照国务院办公厅2013年9月发布的《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指导意见》，有权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主体是境内依法登记的企业、社会组织与机构等。不过，中国内地在对港澳台地区的投资者开放市场时，采取了相对倾斜的政策。比如，国务院在2015年4月发布的《中国（福建）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允许台湾建筑、规划等服务机构的执业人员经批准在自贸试验区内开展业务；对台商独资或控股开发的建设项目，借鉴台湾的规划及工程管理体制。而在粤港澳一体化发展实践中，各方共同参与编制空间和产业规划也是一种必要的合作机制。广东省政府在2015年7月发布的《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实施方案》中，提出“在南沙新区片区探索引入港澳规划设计，粤港澳联合开发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实践中，委托国外机构代为编制设计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比如，新疆奇台县委托新加坡邦成规划顾问公司编制奇台食品工业园二期概念性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辽宁沈阳市邀请美国柏城公司参与编制沈北新区的交通规划方案。由于规划编制可能涉及个人、商业和国家秘密，因此需要加以规范。

（3）规划衔接。规划衔接是指规划文本草案与相关规划在内容上保持协调性和协同性，它是确保规划体系有序运行的重要条件。规划衔接旨在消除相关规划之间的冲突，实现目标统一、措施匹配、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协调一般由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质上是对规划文本草案的合规性审查。目前，许多规划立法规定了衔接的机制与原则，但是未细化衔接内容，即衔接部门如何确定规划文本之间存在冲突，以及如何消除这些冲突。《国家级专项规划管理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国家级专项规划的发展方针、目标、重点任务要与国家总体规划保持一致，相关规划之间对发展趋势的判断、需求预测、主要指标和政策措施要相互衔接。《江苏省发展规划条例》第16条第2款规定，发展规划草案衔接协调的重点应当包括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目标任务、生产力布局要求、基础设施、重要资源开发以及政策措施等；《云南省发展规划条例》第11条第2款增加了一项“生态环境”。比较而言，《国家级专项规划管理暂行办法》侧重于审查衔接的重点内容，江苏、云南两省的规定侧重于审查衔接的重点范围，前者更接近于规划衔接的真正要求。其实，规划编制部门或者单位在编制草案时就应当注意衔接要求，避免规划内容违反总体规划等的强制性规定。特别是，当某一规划涉及多部门的职能交叉和配合时，比如空间规划、环保规划，建立联合编制机构或者协调机构尤有必要。当然，通过整合政府机构及其职能，从源头上防止规划间的冲突，其效果更加明显。

（4）规划论证。规划论证是对规划的科学性进行评价，以确定规划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否适于提交审批机关予以审批，它是一项专业性、辅助性的决策活动，也是公众参与规划的特殊形式。与规划编制相比，规划论证是对规划草案进行专业性审查与评价，属于非政府部门的后续审查活动；与规划衔接相比，规划论证是一项整体性评价活动，且不属于政府性活动；与一般公众参与相比，规划论证属于精英型决策参与，不同于一般公众的意见表达。规划论证通常由规划部门组织，但以论证组织或者个人为工作主体。其中，论证组织可以是专门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专业中介机构，而个人则应当是对规划事项具有专业判断素养的人员。为确保规划论证的科学性，有必要对论证机制进行规范，明确论证人员的组成、工作原则、要求、时限、责任等要件，强化论证的严肃性。《国家级专项规划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参加论证的其他相关领域专家不少于专家总数的三分之一。论证既要考虑规划的可行性，也要考虑不可行性，防止为推动规划顺利审批而忽视不可行性论证。《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管理办法》规定，论证报告应全面、客观、公正，由论证专家组组长签字确认；论证报告与衔接结果报告相冲突的，由发展改革部门进行协调，协调不成的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这说明，意见相左是存在的，为此尚需确立协调机制。此外，规划编制单位与论证机构之间应当建立“防火墙”制度，防止论证机构偏离中立地位。1990年，国务院批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建议在长江干流三峡之上、向家坝之下修建小南海等大型电站，因坝址身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建成后可能对珍稀鱼类造成巨大影响，因此遭到环保组织和生态环境学者的普遍反对。为此，重庆市委托中科院水生所等单位论证小南海水电项目的可行性，于2008年8月完成了《小南海水电站对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影响及其减免对策专题研究报告》。2009年2月、5月，农业部两次组织专家对该报告进行论证，一些专家认为建坝不经济且生态移民压力大，但论证结果是专家全票通过。2009年11月，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评审委员会召开会议，30名委员全票通过重庆市关于调整保护区的申请。2011年12月，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被调整并获得国务院通过。2012年2月，国家发改委同意小南海项目开展前期工作。2012年3月，小南海水电站举行奠基仪式。2015年3月，国家环保部在《关于金沙江乌东德水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中提出，不得在向家坝水电站坝址至三峡水利枢纽库尾长江干流河段和支流岷江、赤水河河段等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再规划和建设小南海水电站等涉水工程。可见，规划论证不单纯是一个科学评价问题，还涉及公共决策中的利益博弈问题。

（5）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是向相关单位和个人就规划文本草案内容是否妥当寻求建设性观点与建议，它发生在向审批部门提交待审议的文本草案之前。广义上，征求意见可以采用以下方式：第一，向专业评审机构和个人征求意见，这是专业性征求，可纳入规划论证环节。第二，向利益群体征求意见，这是社会性征求，可选择在前提准备或者文本草案讨论等阶段，旨在听取并吸纳规划可能影响到的社会群体或个人的意见，比如库区移民、环保规划中的排污企业。第三，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也属于社会性征求，不过，征求对象通常与规划本身无直接利害关系，但其出于公共利益、社会伦理等考量，对规划予以关注，比如环保组织、慈善机构、意见领袖、新闻媒介等，它们对于规划信息的传播与指导有着一定影响力。第四，向相关部门征求意见，属于衔接性征求，可纳入规划衔接环节。规划衔接通常由规划主管部门负责，同时也可由相关部门实施，比如毗连省区的交通规划应向相邻省份征求意见，下级的专业规划应向上级征求意见。第五，向专业委员会征求意见，属于审批前置性征求，即向审批机构设立的专业咨询机构或者决策辅助机构征求意见，以了解规划文本草案可能存在的问题。《江苏省发展规划条例》第21条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年度规划草案在报送批准前，应当听取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委员会和政治协商会议有关专门委员会的意见。这一规定与《预算法》关于将预算草案的初步方案提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的规定大体相似。目前，许多地方成立了城乡规划委员会、产业发展委员会等机构，这些机构负责组织拟定城乡规划、产业规划，它们属于规划管理部门，并非前述的专业工作机构。从提升政府规划的整体效力出发，有必要在各级人大常委会增设发展规划委员会，对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进行通盘考量；该机构也可与预算工作委员会兼容，但是必须有相关工作部门和人员具体执行本级政府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年度规划、空间规划以及重要专项规划文本草案的初步审查工作，必要时，可将部分专门规划文本的初审权授予同级发改委行使。前述各类征求意见方式中，第二、三种征求方式又可合称为公众参与。

（6）规划审批。规划审批是法定机关或部门对规划文本草案进行审查，并批准同意其实施的管理活动。经过审批环节，规划文本草案成为正式法律文本，获得法律约束力。因此，审批是规划文本草案获得效力的必要条件。在此意义上，规划文本与立法文本具有效力来源的共同基础，尽管二者在技术构成和适用程度上存在差异。当前，规划审批机关的权力配置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前者负责审批同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年度计划，后者负责审批修改文本。这是宪法性赋权。与预算以及预算调整方案的审批权配置是一致的。不过，江苏、新疆、云南等省区的发展规划立法笼统地将规划修改审批权赋予人民代表大会，尽管在法理上是合理的，但实践操作中可能会存在障碍。此外，鉴于空间规划的基础性，本书作者提倡将空间规划、区域规划审批权也赋予人民代表大会，种类包括当前的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以及区域性规划等。《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条例》第6条规定，本市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经市政府常务会议审查同意后，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批准。《宁夏回族自治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条例》第9条规定，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编制完成后，提请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2014年2月，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批了州政府提出的《黔南州“一圈两翼”区域经济发展规划（草案）》；2015年2月，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江宁区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这些事例都说明了地方权力机关对规划权的行使及其影响。第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审批非空间性的专项规划，一般为具体产业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需要国务院审批或者核准的重大项目以及安排国家投资数额较大的国家级专项规划，由国务院审批。此规定将审批对象与核准、财政投资结合起来，体现了规划权与项目审批权、投资审批权的统一性。其后，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4月发布《国家级专项规划管理暂行办法》，将国家级专项规划范围又延展至“涉及重大产业布局或者重要资源开发的领域”，并且确立了联合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制度。在地方政府层面，重点专项规划和区域规划一般由同级人民政府审批，未突出空间规划的重要性。第三，各级人民政府职能部门。以规划主管部门为主，重点审批一般性专项规划。此外，不宜再授权其他部门行使规划审批权，特别是防止“自编自审”，因为这样会导致“部门利益”绑架，即政府部门通过编制和审批规划，形成事权“硬约束”，进而影响预算控制数，产生权力扩张、资源浪费现象。总体上，当前立法对规划文本审批权的规定还是比较模糊和混乱的。

（7）规划实施。规划实施是规划编制的后续程序，广义上包括规划的执行、中期评估、调整或修订、监督、终期评估等阶段。规划实施是通过具体机制和措施促进规划目标与项目落实的过程。仅就执行规划本身而言，规划实施通常涉及下列工作：第一，分解指标和任务，明确各方责任，即下级政府或者政府部门通过编制本级总体规划或者专项规划，将约束性任务安排至本政府的具体工作中。第二，执行规划任务，包括政府及其部门依照规划履行其经济社会管理职责，以及社会各方依照规划履行其义务和责任。相对而言，规划首先约束政府，其次才是社会各方。尽管如此，社会各方应当主动适应规划，才可能实现其预期利益。为此，加强规划的宣传教育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政府使命。第三，监督规划实施。规划实施离不开政府管理和预算收支，这为多元监督提供了依据。具体而言，规划实施监督涵盖立法机关、行政、司法、媒体、公众等各方。其中，立法机关监督是宪法性赋权；行政监督既有规划主管部门监督、行业监督，也有预算收支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主要是审判、检察监督；媒体监督属于舆论监督，不仅有传统的广播、报纸、杂志、电视等媒介监督，而且还有现代的网络、微信、博客、视频、短信等媒介监督；公众监督既有利益关联方的监督，也有普通公众、社团、家庭、企业等的监督。近年来，在涉及民众利益的规划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比如道路建设、区划调整，有时会出现“钉子户”、上访、群体抗议等消极性参与活动，这不仅反映出公众参与的特点，而且也折射出规划决策的责任配置与风险防控问题。如果说规划编制可以“悄然”进行，那么规划实施则必然会向社会“公开”并影响公众的认知与行动。

（8）规划评估。规划评估是对规划实施效果进行的评价，重点是评价预期任务是否完成、措施是否得当，以确定是否需要修订规划以及如何修订。规划评估是对规划编制的一种反馈，它源自决策要素的不确定性，比如决策信息不充分、决策者认知有偏差、利益关联方博弈关系发生变化等。规划评估作为一项制度，始自“十一五”规划。该规划文本指出：“在本规划实施的中期阶段，要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中期评估报告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组织有关部门和各地区对规划实施情况进行自我评估，同时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三家机构开展第三方评估，重点是规划确定的主要目标和指标的实现情况、重点领域任务的进展情况以及存在的突出问题等。2008年12月，国家发改委向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以及第三方评估报告、问卷调查报告摘要等，供大会审议。根据中期评估结果，一些地方政府对五年规划指标进行了调整。比如，山西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2009年3月批准该省“十一五”规划指标体系由原来的5个方面44项调整合并为3个方面39项；上海市普陀区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对区级财政收入、工业销售产值、五年新建改建车行桥梁、人均公共体育场所面积4项指标进行了调整，前两项是预期性指标，后两项是约束性指标。不过，有研究显示，我国当前中期规划评估尚存在评估工作启动晚、程序不严谨、内容不深入、效果不彰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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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外，空间规划、专项规划与区域规划也应当引入评估制度。对此，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要求规划编制部门开展评估工作，并且要求“评估结果要形成报告，作为修订规划的重要依据”。为促进规划评估的有效进行，一些部门还规定了评估管理办法，比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城市总体规划实施评估办法（试行）》、国家旅游局发布的行业标准《旅游发展规划实施评估导则》（LB/T 041-2015）。

（二）选择程序

选择程序是现行规划过程中根据规划特点和要求，可以选择应用而非必要的程序，主要包括规划立项、规划公布、规划备案、规划修改。

规划立项是指将规划编制纳入政府工作计划的管理活动。由于政府规划具有体系性，相关规划间存在衔接关系，而且规划与预算相结合，为此政府需要区分各规划的轻重缓急，平衡规划间的关系，优化配置规划编制资源。《江苏省发展规划条例》提出，发展规划编制应当正确处理“发展需要与可能、近期与远期、局部与全局的关系”；除另有规定外，需要县级以上政府批准的专项发展规划的编制，由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向同级发展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立项申请，后者应及时提出立项计划建议，报请本级人民政府批准。《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管理办法》专章规定“规划编制立项”，要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规划编制的经费预算进行初审，编制《年度规划编制计划》，将其作为规划编制的立项依据，未列入《年度规划编制计划》的规划，原则上不予审批和发布实施。这样，在立项与审批、实施以及预算之间构建了严格的管理体系。

规划公布是指向社会公开业经审批的规划文本，它是政府向社会披露公共信息的一种方式。依照国务院2007年4月发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县级以上各级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主动、重点公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专项规划、区域规划及相关政策”，但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的政府信息。因此，规划文本涉及国家秘密的，不宜公开。对于国家秘密，《保守国家秘密法》（2010年）第9条列举了七项可能损害国家政治、经济、国防、外交等领域的安全和利益的秘密，比如国家事务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秘密事项。不过，国务院2014年发布的《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第5条规定：“机关、单位不得将依法应当公开的事项确定为国家秘密”。如此，需要引入鉴别机制以区分法定公开信息与国家秘密。规划不公开同时也会带来相关预算的审查与管理问题。

规划备案是指将审批后的规划文本提交有关部门存放管理的活动。目前，我国关于规划备案并未有统一且完整的规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仅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国家级规划报国务院备案，未对地方规划做出方向性安排；而新疆、云南、江苏等省区制定的《发展规划条例》，均未规定规划备案制度。《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管理办法》第37条确立了备案制度，即县、乡镇总体规划向上一级发展改革部门备案，区域规划、专项规划向同级发展改革部门备案。该规定强化了规划主管部门的职责，但未突出重要区域、专项规划的上行备案。

规划修改是对规划内容进行调整和改动，可以依据规划评估结果做出。此外，《预算法》规定的预算调整通常与规划调整相结合。规划修改可以针对指标和项目，也可以针对措施和机制。依照规划衔接制度，总体规划、上级规划、区域规划发生调整时，相应的专项规划、下级规划应随之做调整。为维系规划效力的连续性，修改后的规划仍然需要审批。未经审批的规划不得实施。实践中，擅调规划导致预算失序的现象时有发生。国家审计署2015年6月公布的《中央部门单位2014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表明，一些部门在本级“计划外”召开会议、组团出国、开办培训班，发生预算开支，这不仅违反了预算管理，而且也违反了规划管理。

二、规划的特殊性程序

在一些规划中，还存在特殊程序，比如中共中央对五年规划制定的审查与建议、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规划中的PPP招投标，以及大型水利工程规划的移民管理。这些程序对于相关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中共中央对五年规划制定的审查与建议

针对“十二五”规划制定的程序，胡鞍钢撰文总结了11个程序，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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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期评估，即国家发改委组织开展“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

（2）前期研究，即进行基础调查、信息搜集、课题研究以及纳入规划重大项目的论证等前期工作，作者称之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公共政策“集体研究”。

（3）形成“十二五”规划的基本思路，为其后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起草党中央建议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草案）》（以下简称《建议（草案）》），该《建议（草案）》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制定的。其间，来自有关部门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和专家学者组成文件起草组，先集中学习，随后组成专题调研组分赴全国深入调研，在此基础上起草送审提纲；根据中央领导人对于送审提纲的指示以及各方面的意见，起草组集中写作，起草《建议（草案）》。《建议（草案）》需广泛听取各方意见，不断修改、充实、完善。

（5）召开中共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和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并正式对外公布，这为制定“十二五”规划纲要奠定了基础。

（6）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文本。在党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公布之后，形成纲要文本初稿，进行不同规划之间的衔接和协调。

（7）由国家规划专家委员会论证，包括详细讨论、专业咨询和专题论证，论证报告随同纲要一起报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8）广泛征求内外部意见。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期间，首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由各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织所在地全国人大代表提前审议并提出修改意见。征求意见后，纲要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审议，再提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审定，形成《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以下简称《纲要（草案）》），正式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

（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批准《纲要（草案）》。此前，首先由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对“十二五”规划提前进行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全国人民代表提前审议。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由国务院总理在向大会提交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纲要（草案）》做说明，全国人民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进行分组讨论，提出重要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由大会审议并正式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10）正式公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

（11）规划实施阶段。国务院按照职责分工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和任务分解落实到各地区、各部门，明确约束性指标的责任部门和地区，将该指标纳入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组织全国实施。

以上11个程序，用时长达两年半。其中，第4、5个程序是本规划制定的特殊阶段，体现了党内决策对规划编制的方向性指导。《建议（草案）》形成的规划思想、目标、措施、机制等主干内容，有利于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实现规划认知的协调统一。

（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规划中的PPP招投标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公私合作关系，是政府利用社会资本提供公共服务的形式，广义上涵盖BOT、代建制、服务外包、特许经营等。政府在编制和实施投资建设项目规划时，为提高项目建设和经营效率，鼓励采用PPP形式。对此，《政府采购法》明确将“工程”列入采购项目，《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2015年）则将“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服务”的招标活动，纳入《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调整范畴。2015年4月，国家发改委等六部委联合发布《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要求特许经营项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区域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和安全生产规划等专项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乡规划、中期财政规划等”；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2014年）在“使用说明”中规定：“合作项目已纳入当地相关发展规划，并按照规定报经地方人民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批准实施”，这些规定表明PPP与国家规划存在紧密关联。

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规划中，PPP招投标是实施阶段的重要工作。依照广东省惠州市政府2012年8月发布的《惠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政府利用各类政府性资金进行基础性、公益性固定资产投资建设项目的，应当遵循下列基本程序。

（1）市发改委组织相关部门编制本级政府投资项目中长期建设规划，报政府常务会议审定，作为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编制基础。列入规划的项目应以专项规划所列项目为依据，初步明确项目的建设必要性、拟建地点、建设内容、投资估算、建设周期、资金来源等。

（2）项目主管单位依据中长期建设规划每年向市发改委、财政部门报送下一年度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计划申请；市发改委会同财政部门编制本级政府下一年度政府投资项目计划，征求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意见后报本级政府常务会议批准实施。

（3）政府投资项目依次经过下列审批阶段：项目建议书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初步设计审批、项目总投资概算审批、施工图设计审查备案、预算和结算、竣工财务决算审核。

（4）项目主管部门在项目建议书获得批准后，设立项目建设管理机构或者委托代建单位作为负责项目全过程管理的建设单位。

（5）政府投资项目应在规定媒体发布招标公告，在规定交易场所进行公开、公平招投标。招投标活动包括勘察、设计、监理、代建单位、特许建设与特许经营者等服务招标，建筑、安装、绿化等施工招标，以及设备、重要材料等材料招标。这些招标必须进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按照规定程序进行交易。

（6）政府及各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这些部门包括市发改委、审计部门、财政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行业主管部门等。

上述程序是政府投资项目计划的编制与实施程序。事实上，从政府投资项目年度计划批准实施开始，招投标活动就普遍渗透在项目设计、建设、运营和管理的各个环节，构成政府投资项目运行的特殊性，比如委托设计咨询机构编制项目建议书、可行性报告。

（三）大型水利工程规划的移民管理

大型水利工程规划是指针对防洪、排涝、引水、水资源保护等水事目的而建设大型大坝、水库等水利工程，比如三峡大坝、南水北调工程等。这些工程因设施用地或者水事管理，需要原址上的居民搬离至异地生产生活，为此产生移民问题。同样，在很多城市改造建设中也存在居民搬迁的问题，但一般不涉及跨越行政区域的异地管理。

我国在2002年颁布的《水法》中提出“国家对水工程建设移民实行开发性移民的方针”，要求“移民安置应当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建设单位应当编制移民安置规划，由地方政府组织实施。因此，移民安置是水工程建设的必要环节。此前，国务院于2001年发布《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确立了“统一领导、分省区负责、以县为基础”的移民工作管理体制。按照《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会同湖北省、重庆市政府负责编制《长江三峡工程水库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大纲》（以下简称《规划大纲》），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审批；湖北省、重庆市政府依照《规划大纲》，负责组织本行政区域内有关市、县、区政府编制并批准该市、县、区的移民安置规划，并分别汇总编制本省、市的移民安置规划，报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备案。三峡工程建设移民首先在本县、区安置，本县、区安置不了的，由湖北省、重庆市政府在本行政区域内其他市、县、区安置；湖北省、重庆市安置不了的，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安置。三峡工程建设移民实行移民任务和移民资金包干原则，除价格指数变动、国家政策调整和发生不可抗力外，不再增加移民资金。移民资金年度计划纳入国家年度投资计划。此外，国家从三峡电站的电价收入中提取一定资金设立三峡库区后期扶持基金，分别给湖北省、重庆市和接受外迁移民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用于移民的后期扶持。

其后，国务院于2005年1月发布《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暂行办法》，确立了“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领导、省级人民政府负责、县为基础、项目法人参与”的管理体制。在工程初步设计阶段，项目法人会同省级主管部门编制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规划，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与有关省级人民政府签订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责任书，项目法人据此与省级主管部门签订征地补偿、移民安置投资和任务包干协议。省级主管部门依据移民安置规划，会同县级人民政府和项目法人编制移民安置实施方案，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同时报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备案。此外，《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范围内的汉江中下游有关工程建设的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办法，由有关省级人民政府参照《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暂行办法》制定。

2006年7月，国务院发布《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对水利工程移民安置问题进行统一规范。《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对移民采取前期补偿、补助与后期扶持相结合的办法，并确立“政府领导、分级负责、县为基础、项目法人参与”的移民安置管理体制。根据《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已经成立项目法人的，由项目法人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报省级政府或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批；未成立项目法人的，由项目主管部门会同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县以上地方政府编制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移民安置规划大纲经批准后，成为编制移民安置规划的基本依据；项目法人或者项目主管部门根据批准的规划大纲编制移民安置规划，报省级政府或国务院移民管理机构审核，此后再由项目审批或者核准部门与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项目申请报告一并审批或者核准。移民区和移民安置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负责移民安置规划的组织实施。项目法人在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开工前，应当根据移民安置规划与移民区、移民安置区所在地省级政府或者市县政府签订移民安置协议，签订协议的政府可以与下一级有移民或移民安置任务的政府签订移民安置协议。项目法人按照移民安置年度计划和移民安置实施进度，将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资金支付给与其签订移民安置协议的地方人民政府。移民安置区县级以上政府应当编制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规划，报上一级人民政府或者其移民管理机构批准后实施。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主要作为生产生活补助发放给移民个人，必要时实行项目扶持。前述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安置规划、后期扶持规划等一经批准，应当严格执行，未经法定报批程序，不得随意调整或者修改。

三、规划的辅助性程序

规划的辅助性程序是辅助规划编制与实现的工作阶段。它们虽非主要程序，但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程序主要包括编制规划工作方案、编制规划预算、确定规划实施机制。

编制规划工作方案是政府对规划编制工作进行的安排，可称为“规划之规划”。据此，各项规划编制程序可以在设定时间、范围内有效展开。比如，江苏省宿迁市政府办公室于2014年6月发布《宿迁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明确了宿迁市“十三五”规划编制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和工作分工、工作进度安排以及组织领导和经费保障。其中，工作进度实行分阶段、限时制，包括动员部署（2014年6月）、前期重大课题研究（2014年9月31日前）、规划基本思路研究起草（2014年8月初至2014年年底）、规划起草和报批（2014年12月至2016年2月）四个阶段。按照《宿迁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宿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的起草和报批总共有九个阶段，历时一年。《宿迁市“十三五”规划编制工作方案》是指导宿迁市政府部门编制“十三五”规划的文件，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编制规划预算是为规划编制活动编制的开支估算方案，属于编制环节的预算，而非实施环节的预算。编制环节发生的开支有委托编制单位编制费、调研费、论证费、材料打印费、会议场租费、会务费等。科技部发布的《科技计划管理费管理试行办法》第13条规定，计划管理预算设置下列科目：会议费、差旅费、专家咨询费、劳务费、审计/评审评估/招投标/重大项目监理费、设备购置费、出版物/文献/信息传播费等；这些都有规定的开支标准，比如评估费为2500~3500元/个课题、A类会议住宿费为150~220元/人天。规划预算应当纳入国家预算管理，按照《预算法》等的规定编制和执行预算。国土资源部发布的《矿产资源规划编制实施办法》第13条规定，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将矿产资源规划管理和监督的经费纳入年度预算，保障矿产资源规划的编制与实施。

确定规划实施机制是指确定规划实施机构、措施以及组织、管理等要素，以确保规划得以实现的管理活动。通常情况下，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职权行使构成规划实施的基础性机制。当规划目标与措施涉及多部门协同管理或者交叉管理时，为提高规划实施效果，避免权力冲突和资源浪费，政府间或者政府部门间需要创新规划实施机制，比如建立联席会议、联合审批、共享信息等。“十二五”规划文本在第61章“完善规划实施和评估机制”提出要“强化政策统筹协调”，在第62章专门规定要“加强规划协调管理”，这显示了协同理念在规划实践中的价值，对政府管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注释


[1]
 参见朱敏.我国规划中期评估存在五大问题.见http://www.cet.com.cn/ycpd/sdyd/779782.shtml，2015-10-22。


[2]
 参见胡鞍钢：《中国特色的公共决策民主化——以制定“十二五”规划为例》，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第三节 规划文本制度

规划文本是规划部门自行编制或委托专门机构编制的书面规划文件，经审批后具有法律约束力。规划文本是政府规划编制活动的对象和成果，具体设定政府与市场、社会各方的义务与责任，因此构成政府活动的基本依据。

一、规划文本的形式

依据规划编制的程序，规划文本主要表现为以下形式：文本大纲、文本初稿、文本征询稿、文本衔接稿、文本审议稿、文本审定稿、文本修改稿以及附属文件。

（1）文本大纲，也称规划编制大纲，是指导规划编制的文件，通常列明特定类型规划文本应当包括的内容、结构、编写方法、要求等。规划大纲可由规划管理部门通过文件下发的形式告知各编制单位，这有利于提高规划编制的统一性和规范性。比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5年6月向各省级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下发国务院审定同意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大纲（暂行）》以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要求（暂行）》。其中，《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文本大纲（暂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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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定了7章20条以及3个附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说明书大纲（暂行）》对这7章的相关内容做了细化说明，比如对第19条“其他相关规划和管理规定协调”中的“其他”做出了6个方面的解释，包括生态环境、水资源、林地和特定区域、文物4个方面以及宗教活动场所、旅游2个方面。另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要求（暂行）》要求规划文本对前述6个方面提出协调的内容和措施，并且对此做必要的分析说明，增加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篇章或说明，进一步明确了规划文本第19条的编写方法和内容。在技术要求上，《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要求（暂行）》要求规划文本以法规条文方式书写，直接表述规划结论，正文一般不超过10000字。规划大纲作为规划管理部门指导规划编制工作的文件，具有法律约束力。环境保护部2011年8月发布的《关于印发〈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规划编制大纲〉的通知》指出，《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规划编制大纲》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规划编制单位应严格按照《创建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规划编制大纲》的结构和内容要求进行编制。

（2）文本初稿，即编制单位依照文本大纲或者自行设计完成的原始文稿。在委托编制中，文本初稿是受托单位向委托单位交付的约定文稿，应当符合双方订立的规划编制委托合同。多部门联合编制的，应当明确各方在编制过程中的责任。无论采取何种编制形式，文本初稿的版权应当归属于规划部门，由规划部门管理和使用。文本初稿是专家论证、向社会征询意见以及提交衔接、审批的过程性文件，其内容应当符合文本大纲或者相关立法、政策的要求。

（3）文本征询稿，即规划部门向专家、公众、相关机构和个人等征询意见或者用于论证的修改性文稿。根据规划的特点，征询稿可以不向社会公开，也可以有保留地向社会公开。公开的征询稿应当附带征询说明，列明征询的目的、对象、期限、要求等。用于论证的征询稿应限于论证使用范围，论证结果应以论证报告的形式载明，论证报告应列明论证机构与人员、论证内容、结论、建议等，并作为征询稿的必要附件。向社会公开征集的意见和建议，应通过适当方式向社会披露，并且提供给修改文本的机构和人员。专家、社会公众、利益方等表达的意见，属于自由表达的范畴，应采取相应机制和措施，予以保障或约束。

（4）文本衔接稿，即规划部门提交给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用于协调文本内容的修改性文稿。衔接文本时，主管部门或相关部门通常会提出衔接意见，包括文本修改意见，这些意见也应形成正式文件，作为文本附件，既用于证明规划衔接的完成，也用于文本进一步的修订。文本衔接采取部际联合会议的，应形成审查意见或者会议备忘录，作为衔接证明文件。

（5）文本审议稿，即规划部门或主管部门向规划审批单位提交的用于审批的修改性文稿。一些地方的总体性规划需要提交人大常委会专门委员会等机构预审的，应形成预审意见。审议稿通常是编制规划的结论性文稿，是经过多次征询与修改后形成的文稿。为证明文稿形成符合规定的程序与要求，在提交审议稿时，应当附带提交其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立项批准文件、征询意见、论证报告、衔接意见、预审意见等。此外，还可以就审议稿的编制过程、内容及主要问题形成说明性文件，比如《关于编制×××规划的说明》。

（6）文本审定稿，即规划审批部门审查批准予以通过的、作为具体实施依据的文稿。审定稿是规划文本的终稿，具有法律约束力，未经规定条件和程序，不得修改。除涉及国家秘密等不宜公开事项的审定稿外，审定稿应当向公众或者利害关系人公开，并且依法办理规划备案手续。

（7）文本修改稿，即规划部门依照规定对文本审定稿进行修改后形成的文稿。此处修改不同于规划编制阶段的文本内容调整，它是规划实施阶段对生效规划文本的调整，应当遵循法定修改程序。实践中，修改通常针对规划指标、项目等内容，广义上还包括预算调整。因此，修改稿有必要附带关于预算调整方案的说明。

（8）附属文件。除规划文本外，一些规划还附带其他文件用于鉴证、说明规划文本的内容，比如图纸、基础资料等。这些文件也属于规划文本的构成要件。

二、规划文本的内容

规划文本作为载明规划意图的文件，应当涵盖相应内容以满足规划目标实现的要求。对此，现行立法对文本内容进行了繁简不一的规定。比如，《城乡规划法》第17、18条概括规定了城市总体规划，镇总体规划以及乡、村庄规划的基本内容；《城市规划编制办法》第四章“城市规划编制内容”专门针对城市总体规划、近期建设规划、分区规划、详细规划等的内容做了细化规定；201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了《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对城市详细规划中的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基本内容做出了规定。

（一）规划文本的基本内容

简言之，现行立法对规划文本的内容的规范状况与立法自身的完善状况紧密相关。比较而言，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因为有多年历史经验，且具有严格、复杂的编制程序，所以其内容相对规范、稳定，但是因缺乏基本的《发展规划法》，其内容并未获取充分的法律支持。同样，国家基本空间规划也因缺乏《空间规划法》或者《主体功能区法》等立法依据，其规划文本的内容更多地来自国务院发布的规划编制指导意见，即国务院办公厅2006年10月发布的《关于开展全国主体功能区划规划编制工作的通知》以及国务院2007年7月发布的《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前者明确了编制目的、主要任务、工作步骤和工作组织，后者明确了编制规划的指导思想、原则、主要任务和工作要求，特别是阐明了编制规划应当妥善处理的几方面关系以及三大主要任务（即综合分析评价国土空间，确定四类主体功能区，完善财政、投资、产业、土地、人口管理、环境保护、绩效评价和政绩考评等政策），客观上阐述了主体功能区规划的主体内容。与主体功能区规划相似的规划还有区域规划等具有探索、创新性质的政府规划，其基本内容也缺乏相应的立法指引。或许因为这一原因，国务院2005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才对国家级区域规划的主要内容做出了方向性规定，但未规定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的内容。其后，国家发改委在2015年7月发布的《国家级区域规划管理暂行办法》中，才将国家级区域规划文本框架细化为六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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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允许编制单位根据发展需要和规划区域实际情况调整文本内容。

与前两类规划相比，土地、城乡、资源等空间规划，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数专项规划，因具有相对稳定、丰富的立法依据，所以其规划内容显得规范、完整，比如城乡规划、水规划、计划生育规划、教育规划等。相关立法系统规定了政府履行其社会经济管理的基本职权（责），构建了运行机制、措施、监管、评价等制度，将政府的履责行为规范化。如前分析，经由规划这一决策形式，立法赋予政府的权责通过不同时间序列逐一转化为具体管理行为，直接影响社会经济活动，在实践中呈现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互动与融合。因此，规划文本的基本内容本质上是政府职权（责）的细化，表明政府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针对何种问题采取何种措施取得何种效果。当然，规划类型不同，内容也不同。其中，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重视社会中长期发展目标的安排及其实现路径，空间规划则重视自然空间的资源利用与用途布局。无论如何，任何一种规划都是空间利用与社会发展相结合的“天人合一”规划，既考虑社会发展的方向和要求，也考虑空间资源的潜能和限制。

地方层面的规划文本内容相对更为丰富与成熟，原因如下：一是地方政府可以上级政府的规划文本为蓝图，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变通，形成富有地方特色的规划文本；二是下级政府通过规划需要解决的社会经济问题通常比上级政府更为具体、细致，这要求规划文本的内容更为现实，以真实回应辖区民众的诉求；三是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可以通过地方性立法和规章，将规划文本内容完善化，并为其他地方政府乃至于上级政府提供参考和借鉴。比如，《江苏省发展规划条例》规定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年度规划、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省区域发展规划等的必要内容，但未明确专项规划的内容；而江苏省苏州市政府2014年2月发布的《苏州市发展规划管理办法》则明确了市、县两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年度计划、专项规划以及区域发展规划的内容，弥补了上位规划的不足。不过，如果上位规划未细化规划内容或者未给予编制指导，那么下位规划在编制中可能会存在无法与上位规划衔接的问题。

从当前规划立法及其文本来看，各类规划总体上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规划编制的背景和基础，包括社会发展及其问题、立法政策要求、前期准备成果等；二是规划目标及其措施的设定，包括规划指导思想和原则、规划战略、主要任务、规划指标、规划项目、规划措施等；三是规划目标实施的机制、保障及其责任的设定，包括规划组织领导、规划任务分解、规划衔接、规划评估、规划绩效管理等。在既定的政府组织结构下，各类规划文本的内容差异主要体现为政府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职能与方法的差异。所以，当规划文本内容出现冲突时，首先应检视规划部门的职能配置。

（二）规划文本的重点内容

本书作者认为，规划文本作为具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为确保其体现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的职能，并有利于规划目标转化为现实，应当重点考虑以下内容。

（1）规划依据。规划依据是编制规划所依托的立法、政策、战略等规范或发展思路，它是规划权责配置及其运行的来源，也是启动规划编制活动的基础。规划依据包括国家规划制度的法律渊源、社会经济发展政策、上位规划或总体性规划、国家发展战略。目前，一些规划文本未列明必要的规划依据，客观上削弱了规划文本的法律效力，应当予以重视。特别是，应当注重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规划法律渊源对规划活动的指导和约束，真正实现“依法规划”。以国家“十一五”规划为例，该文本前言表明，该规划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编制的，并未体现规划的立法基础。而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也未提及编制规划的法律依据，而是以“深刻认识并准确把握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特点”的问题意识引出编制的必要性。这一现象在地方性规划中也经常存在。比如，《广东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在前言中表明其编制依据是《土地管理法》和《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不过，《浙江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则采用立法条文方式，在第2条“规划依据”中列明了13项涵盖立法、政策和规划文本等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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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表述差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规划部门对规划的功能、效力、运行，以及规划法治化的认识差异。也可以说，如果缺乏清晰、完整的编制依据，那么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各方的规划权（力）利、义务和责任便缺乏可靠的合法性依据。

（2）规划期。规划期是规划文本设定的、用以约束规划目标和措施的时间限制。通过时间约束，政府规划活动的实施及其效果才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规划绩效和政绩评价才易于展开。可以说，规划期的“有限时间”影响到政府职能行使的范围以及资源配置的总量与结构。实践中，规划期的确定受政治、资源、科技、人口、社会发展等多种因素影响。比如，在确定可再生能源规划期时，需要参考以下因素：一是某届政府的任期；二是化石能源预计枯竭期；三是能源科技发展期；四是产业生命周期；五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期；六是国际协定承诺期，比如《京都议定书》设定的第一承诺期是2008—2012年。《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省级总体规划和区域规划的规划期一般为5年，可以展望到10年以上，市、县级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的规划期可根据需要确定。目前，五年规划是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普遍采用的，一些规划立法的有效期限也因此设置为5年，比如天津市人民政府2011年1月发布的《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审批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本办法自2011年3月1日起执行，2016年2月29日废止”；国家林业局2015年5月发布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审批管理办法》第20条规定：“本办法自2015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到2020年12月31日”。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而言，5年规划期介于两届党代会、人代会与政府任期之间，如果规划衔接不当，那么就会造成对规划主体、职责以及考评对象的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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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空间规划、区域规划而言，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对资源开发利用的规划期限应当更为长远。英国在2008年发布的《气候变化法案》中设定了到2050年的减排目标以及相应的五年规划，规划期为42年。2014年11月，中美双方共同发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方承诺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该规划期为16年；此前，国家发改委于2014年9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规划期为6年。比较而言，我国一些规划文本的规划期设定相对较短，一些产业规划期限甚至更短，比如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国家发改委于2008年11月至2009年2月间，陆续制定了发展钢铁、汽车、船舶、石化、纺织、轻工、有色金属、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以及物流10个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规划期均为3年。规划期的长与短，对政府资源配置及其实际效应具有直接的影响。

（3）规划目标。规划目标是规划期内社会经济发展预期达到的状态，它是规划活动及其文本的核心内容之一。规划目标是政府基于现存问题和发展要求做出的理性设定，源于过去，立足现在，追求未来，将政府活动以时间维度有序统一起来，呈现出政府管理社会的连续性。形式上，规划目标可以表现为数量指标、质量指标、项目、工程、状态、秩序等；实质上，规划目标是满足人类发展的物质与精神需求。由于人类需求在不断变化，因而规划目标的具体形式也会不断调整。当然，在现代国家，人类需求总是通过政府管理社会的活动体现出来，规划目标也体现为政府管理下的社会状态。而且，政府活动又是通过立法、政策等制度来构建的，如此，规划目标成为制度目标的细化与“翻版”。比如，国务院2012年8月发布的《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直接反映了《节约能源法》的立法宗旨，其设定的总体目标、具体目标以及主要任务、重点工程等，也体现了《节约能源法》关于节能管理、节约能源、技术进步等义务与责任的规定。同样，《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设定的规划目标反映了《土地管理法》等立法中关于土地合理利用与保护的制度要求；《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设定的规划目标则反映了我国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所承担的国际义务，以及政府在促进可持续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在环保、节能、产业结构调整、推广新能源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后者散见于《环境保护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等立法文件中。可以说，规划依据是规划目标的制度来源，但后者并非简单重复前者，而是通过具体数量、项目、行动等要求将制度目标现实化和具体化。比如，《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通过倡导“135”绿色出行方式，即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自行车、5公里左右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促进《节约能源法》关于“个人节能义务”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倡导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等规定的落实。由此看来，规划可以被视为实施法律的一条路径。

（4）任务分解。任务分解是将规划指标、项目等任务分配给政府、市场或者社会组织的管理活动，包括：第一，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以及本级政府向其职能部门进行的任务分配；第二，政府向企业、家庭、个人等进行的任务分配；第三，政府向市场进行的任务分配，即允许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的领域和事宜。其间，第一类分配涉及职能协同和预算收支分配，第二类分配涉及预算支出结构，第三类分配涉及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分。任务分解是政府落实责任的主要方式，也是政绩评估的依据。近年来，为有效落实规划的实施，各地政府普遍推行任务分解制，将规划目标细化至各职能部门或者企事业单位、个人，实现抽象义务与责任的具体化。比如，国务院2011年8月印发《“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要求“各地区要将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层层分解落实，明确下一级政府、有关部门、重点用能单位和重点排污单位的责任”。2011年12月，海南省政府发布《海南省“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明确了各市县排污总量控制目标。2013年6月，海南省文昌市政府办公室发布《文昌市“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实施方案》，进一步将减排指标落实到县、镇、企业，比如投产运营于2014年的文昌阳光鸡场实施“雨污分流+干清粪+资源综合利用”治污项目，年度新增COD消减量是178.20吨，新增氨氮消减量是3.60吨，由企业实施，市农业局、畜牧兽医局为责任单位。通过指标分解，环保目标便转化为政府与企业的具体行动。依照《文昌市“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工作方案》，对不能完成终期减排任务的各镇政府和单位负责人实行“一票否决”和问责制。

（5）规划衔接。规划衔接是关联规划间的协调与对接，它是规划编制的环节，也是规划文本应载明的必要内容。衔接可以表现为：将关联规划文本及其立法政策列入编制依据，表明与本规划相关的规划依据；将关联规划文本的目标列入本规划文本，表明规划目标的衔接；将关联规划措施列入规划文本，表明措施实施主体的衔接；将规划衔接报告列入规划文本，表明规划衔接工作的完成。规划衔接是一项复杂的政府间配合工作，它可以通过文本内容的对接体现政府履职的协同，也可以通过工作机制促进多元规划目标的实现。比如，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政府制定的《淅川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专章设立“规划控制指标与上下级衔接及分解情况”，重点针对淅川县与南阳市在约束性与预期性用地规模指标上进行衔接。再如，为配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广东省于2015年3月草拟《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并于2015年5月由广东省委常委会审议通过，成为率先衔接国家战略的省份。形式上，规划衔接是文本内容的相互承认、覆盖、补充、指引，借此形成系统庞大的规划文本群；实质上，规划衔接是政府间职能的分工、配合、补充、调和，借此调动安排缜密的政府功能体系。因此，实现规划文本的协同与简化，根本在于政府职能及其机构的科学安排。

（6）实施措施。实施措施是规划目标的实现方式，主要是政府利用公共政策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广义上还包括市场与社会的自发行动。政府惯用的规划措施主要是预算，包括规划部门实施规划所需要的行政开支，以及项目、工程等规划任务的落实开支。此外，政府还可采用立法、政策、税收、金融、用地管理、审批、监督、审计等手段，约束政府行为，引导社会经济活动，促进规划目标的实现。比如，为贯彻落实国务院2009年3月的《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国务院办公厅2011年8月发布《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规定了九个方面的措施：切实减轻物流企业税收负担；加大对物流业的土地政策支持力度；促进物流车辆便利通行；加快物流管理体制改革；鼓励整合物流设施资源；推进物流技术创新和应用；加大对物流业的投入；优先发展农产品物流业；加强组织协调。这些措施是政府导向的资源调控方式，体现了政府对物流业发展的政策导向。其间，加快物流管理体制改革是推动政策措施发挥作用的基础性工作，而加强组织协调是落实其他措施的保障。自“十五”计划开始，我国在计划文本结尾处增加了“实施机制”方面的内容，以指明规划目标实现的方法、措施和组织；“十一五”规划以来，我国启动规划任务责任分解表，进一步细化规划任务的执行要求；“十二五”规划以来，我国专项规划文本开始推行责任进度表，对规划目标与措施实行限时完成制，彰显出政府履职的时间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时间约束成为降低规划实施中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工具。

（7）预算安排。预算安排是对实现规划目标所需投入与开支的总量、来源及其分配的估算，它是规划的制动器和助推器。一方面，有多少钱办多少事，财力约束规划目标的范围和实现程度。另一方面，规划离开预算就是“无米之炊”。为促进规划落实，提高预算管理的透明度，规划文本中有必要明确落实规划所需投入资金的预算及其分布，实现规划文本与预算文本的衔接。目前，我国大多数规划文本缺乏预算安排，部分涉及具体项目的规划文本会做预算分析。比如，国家环境保护部2011年6月发布的《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的第六部分“投资估算和落实途径”预计国家需要在环境保护科技领域投入220亿元，其中不含地方配套、企业投入和国际合作资金。重庆市大渡口区政府2012年2月发布的《大渡口区市政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细化了重点任务、规划项目的投资估算，比如增加餐厨垃圾收运车辆10台、垃圾桶3000个，估算投资600万元。大渡口区2011—2015年城市道路投资为334.02亿元，其中，争取国家、市级投资76.93亿元，区级政府投资38.08亿元，企业自筹及贷款筹资219.01亿元（含BOT、BT模式）；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与执法经费为11.47亿元，争取国家、市级支持1.47亿元，区级安排经费10亿元。显然，对规划项目投资估算做出细化安排，有利于提高预算管理的效率。

（8）绩效考评。绩效考评是对规划目标实现程度进行的考核评价。考评对象主要是政府，有时也包括承担规划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比如污染企业及其负责人；考评依据主要是规划目标。绩效考评不同于规划评估，后者是前者的前序工作，由规划部门或者独立第三方实施，它为前者提供考评依据；考评由政府绩效考评机构实施，是行政问责制的表现。根据考评结果，可以对责任人予以褒奖或惩戒，褒奖涉及国家奖励制度，惩戒涉及法律责任。目前，许多地方规划立法都规定了规划考评制度，比如《江苏省发展规划条例》要求“将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纳入绩效评价与考核的内容”，《云南省发展规划条例》要求“发展规划确定的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应当作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绩效评价和综合考核的重要内容”。此外，一些政府部门还专门制定了规划绩效和目标考核办法，比如甘肃省政府办公厅2014年5月发布了《关于印发省政府2014年度目标管理责任考核办法的通知》，以省政府2014年年初印发的《关于分解落实2014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和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为依据，针对各市州政府目标责任完成情况设定了考核指标、办法和组织。无独有偶，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预算法》也增加了“对预算支出情况开展绩效评价”的规定。根据财政部2015年5月发布的《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第12条的规定，预算绩效目标设定的依据包括相关立法、发展规划、年度计划、项目规划、中期财政规划、预算管理要求以及相关历史数据、行业标准、计划标准等，规划在其间占据重要位置。依照《中央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办法》，绩效目标审核主要是对完整性、相关性、适当性和可行性的审核，本质上是考核规划事权与预算财权的符合程度。

三、规划文本的管理

规划文本作为效力性法律文件，应当予以妥善管理。依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2年发布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政府在编制与实施规划过程中，应当采用特定公文处理方式管理规划文本。比如，国土资源部2015年6月发布《关于征求对〈国土资源“十三五”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函》，向省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等单位征询规划文本的意见；广东省政府2012年发布《印发广东省旅游发展规划纲要（2011—2020年）的通知》，向市县政府及省政府部门印发规划文本，以便组织实施。前述分析指出，规划文本有多种形式，且需经过若干程序方可获得审批通过，其后尚需公布和备案。为此，规划文本的处理也需要符合相关阶段的要求。2013年1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对城乡规划的编制、实施以及违法建设查处等方面的信息实施公开公示，但是“公开公示不得危机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一规定对规划文本管理提出了要求。2014年3月，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制定过程中，有媒体报道河北省保定市作为“政治副中心”，部分国家单位将迁入保定；2014年4月初，河北省委、政府联合发布《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发挥保定和廊坊首都功能疏解及生态建设的服务作用”。此期间，因政策导向不清晰，地产商以“副中心”为噱头，购房人盲目跟进，迅速抬升了保定房价。2015年4月，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协同发展框架；2015年7月，中共北京市委通过《关于贯彻〈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意见》，将通州确定为北京市行政副中心。至此，“副中心”争论告一段落。但是，房价高企的余波尚未平息。这一事件反映出政府规划在公众参与、规划衔接、文本管理等方面尚存在改进之处。

政府应当建立规划文本管理办法，对文本形式、档案管理、公开、保密、查询、信息化等问题做出规定。比如，国家林业局2015年5月发布的《国家级森林公园总体规划审批管理办法》第14条规定，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和林木种苗工作总站（简称“场圃总站”）负责在中国森林公园网和中国林业网对批复的总体规划进行公告，并建立档案予以保存。陕西省西安市人大常委会2014年8月修订通过的《西安市城乡建设档案管理条例》将城乡规划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图纸、图标、声像、电子文件、实物等记录载体纳入档案管理范围，包括建设工程准备阶段文件、监理文件、施工文件、竣工图、竣工验收文件，以及城乡建设的规范性文件、计划、统计和设计、施工技术规程规范等建设基础文件；向档案馆报送、移交档案的单位和个人，对其档案享有优先利用权，并可提出限制公开档案部分信息的意见；档案管理和查阅人员不得泄露档案中的涉密内容。



注释


[1]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大纲（暂行）》包括三个文件：一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文本大纲（暂行）》；二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图纸目录（暂行）》；三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说明书大纲（暂行）》。


[2]
 这六个方面分别是：（1）前言。包括编制依据、规划目的、规划范围、规划期限等。（2）规划背景。包括规划区域发展现状、主要问题、面临的机遇挑战等。（3）总体要求。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发展目标等。（4）定位布局。包括区域发展功能定位、区域布局、功能分区等。（5）重点任务。包括区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大产业发展、创新驱动发展与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城乡建设与城乡协调发展、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社会事业发展、国际国内区域开放合作、体制机制改革等。（6）保障措施。包括相关政策、推进机制、落实责任、监督实施等。


[3]
 这13项编制依据是：（1）《土地管理法》；（2）《城乡规划法》；（3）《环境保护法》；（4）《基本农田保护条例》；（5）《水土保持法》；（6）《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7）《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8）《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9）《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年）》；（10）《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11）《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12）《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前期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5〕32号）；（13）其他相关依据。


[4]
 参见石康：《关于五年计划（规划）期的思考》，载《北方经济》，2008（12）。


第四节 规划目标制度

规划目标通常由三部分构成：规划指标、规划项目与规划任务。三者的区别是：规划指标是数量化目标，它将规划实施效果高度概括化，通过简单的数量关系明确政府职责与社会发展方向；规划项目是针对特定社会经济事务的具体投资、交易、管理、服务等行动方案，是政府导向的选择性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市场与社会在规划项目中实现共治，因此也是PPP的关键平台；规划任务是政府在规划期内的工作重点，以及市场、社会对政府工作的配合领域，它同时兼有规划实施的特点和要求。三者的联系是：规划指标是规划项目与规划任务的工作目标，后两者是前者的手段，其中，规划任务是基础性与保障性手段，规划项目是辅助性与选择性手段。

一、规划指标

（一）规划指标的构成

指标是数量化的要求和标准，可反映在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比如人口增长率、人均可支配收入、可利用耕地面积、三大产业比例关系等。技术上，规划指标由两部分构成：（1）对社会经济活动属性和关系的描述，包括对空间资源总量、结构、布局、比例关系及其开发利用状况的静态与动态描述，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域、对象、变化、期望的静态与动态描述。简言之，此描述是政府治理社会的整体性或局部性呈现，在不同层面和情境下涵盖不同范围与内容，比如全国与各省（区、市）耕地面积及其变化，水田与旱田的面积及其变化，即用于说明不同行政区划中耕地整体及其局部的状况。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此类描述的广度与深度都会发生变化，比如在社会保障事业中提高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覆盖比例、产业发展中提高温室气体排放比例、城市建设中扩大人均绿化面积等。（2）数量关系，包括绝对数和相对数关系，前者是运用统计方法获得的描述事物本体属性的数值；后者是按照一定方法描述若干事物之间的关系，通过绝对数之间的比例关系获得。数量关系本身是趋于中性的，除非统计分析者添附了自身的价值判断，使该关系偏离公允值。当数量关系与特定社会经济活动相结合时，其价值意义便凸显出来，公平、效率、安全等价值评判也变得可感知、可操作。如此，指标就呈现出显著的工具性，将含混、抽象的社会问题简约化、透明化。

规划指标是一种反映发展趋势的动态指标，是基于历史数据分析形成的预期估值。它将政府、市场与社会的未来行动目标加以量化，这不仅明确了三者之间的行为结构，而且还设定了政府行为的边界、广度与深度，借此影响市场、社会的反馈与回应。值得注意的是，规划指标是政府确定的量值，具有单边性，但是，该量值需要多方共同参与来实现，因此蕴含对多方协商的需求。因之，规划立法设计了公众参与制度以及规划评估、调整制度，在规划编制与实施过程中体现量值的多边性。

（二）规划指标的类型

如同社会问题一样，规划指标具有复杂性。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指标类型进行划分，以便于了解指标的属性与功能，并且指导规划部门设定指标。根据指标约束力的大小，规划指标可分为指令性指标和指导性指标，前者是规划期内必须完成的指标，后者是非必须完成但具有引导性的指标。在计划经济时代，因特殊社会政策以及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强力控制，指令性指标盛行；相反，在市场经济时期，因国家倡导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指导性指标增多。根据指标功能的差异，规划指标可以分为目标性指标、核算性指标和调控性指标。
[1]

 目标性指标包括宏观经济发展总量指标、经济结构协调发展指标、社会发展指标、环境和社会保障指标，以及国际关系发展指标，这些指标从整体上反映一国社会经济发展趋势。核算性指标是国民经济核算采用的指标，是确立目标性指标的基础。调控性指标是国家运用公共资金和资源的指标，比如货币发行量、国外外汇储备、国家储备等。根据规划的功能与目的，这三类指标均可用于不同规划文本中。比如，广东省政府2015年6月发布的《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实施意见》要求中期财政规划包括“分年度研判未来三年地区生产总值、投资、消费、进出口、价格总水平、就业率等主要指标走向”，以及“债务率等风险控制指标是否超过警戒线”等内容。国务院2012年7月发布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系统规定了基本公共教育、劳动就业服务、基本社会服务、基本医疗服务、基本住房保障、残疾人基本公共服务等几个方面在规划期内应当遵循的基本标准，涵盖了一系列公共服务指标，比如改造棚户区居民住房不低于1000万户、年生产盲文书刊70万册、老年居民健康管理率达到60%、流浪乞讨人员生活救助目标人群覆盖率达到100%、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等。这些指标多为目标性指标，也有核算性和调控性指标。

规划指标的选择与分类具有明显的主观性，这也是价值输入与偏差形成的关键原因。比如，有研究指出，中科院主体功能区规划研究课题组2007年1月提出了15项划分全国主体功能区的指标，这些指标存在指标归属不明确、单项指标与综合指标混淆、指标不确定（比如生态敏感性、生态重要性、自然灾害等）、区域特色不明显等问题。
[2]

 再如，国际社会在磋商落实2005年《京都议定书》约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时，如何设计“公平”的分配标准以符合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要求，成为最受关注的问题。其间，中国、印度与德国学者设计的分配方案所采用的指标均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考量。
[3]

 此外，指标选择的相对性也成为规划调整的原因。2013年11月，根据中期评估结果，云南省昆明市五华区发展改革局对本区“十二五”规划提出了系列指标调整，包括统计口径、目标值、替换等调整，其中，因大专以上学籍由省教育厅管理，该区无法掌握本区实际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数，只能从录取分数线统计各校（中学）入学率，故建议将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调整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同时，因无法统计万元工业增加值水耗、万元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故建议将其替换为区域环境噪声平均值（dB）和环保投资指数2项指标。五华区的指标调整折射出政府在获取基础信息方面的不足。

从“十一五”规划起，我国开始采用预期性指标与约束性指标，前者是国家期望的发展目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并强化政府责任的指标，是中央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涉及公众利益的领域对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有关部门提出的工作要求。“十一五”规划文本重点确立了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人口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人民生活4大类共22项指标，约束性指标8项，集中于后2类，并以人口资源环境类为主（6项）。这一安排突出了政府工作重点的转向，即从促进经济发展向保护生态环境转移。至“十二五”规划时，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调整为经济发展、科技教育、资源环境、人民生活4类24项，约束性指标增加至12项，以资源环境类为主（7项），且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与森林增长2项约束性指标分别划出子指标，前者划出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碳、氨氮、氮氧化物4项子指标，后者划出森林覆盖率、森林蓄积量2项子指标。当然，约束性指标并未覆盖政府全部职责和工作范围，政府还应为预期性指标的实现创造良好的宏观、制度和市场环境，并适时调整宏观调控方向和力度，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引导社会资源配置。这些职责既服务于规划指标的实现，也服务于规划项目和规划任务的完成，比如“十一五”规划文本在专栏18列举了中央政府在新农村建设、公共服务、资源环境、自主创新、基础设施5个方面予以投资的重点领域。如此，规划指标、规划项目与规划任务便构成一个完整的规划目标体系。

（三）规划指标的法律意义

现实中，我们广泛利用数量单位表明社会经济关系，并借此揭示利益、价值、结构、秩序等多种社会治理目标。可以说，数量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嵌入在国家治理和社会运行的各个方面，对政府、市场与社会行为产生着影响。特别是，当采用数量标准评价行为优劣及其效应时，该标准具有显著的引导和约束力，并成为立法、政策、标准等的构成要素。此时，指标便具有权利、义务或者责任的属性。随着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以及对信息技术的运用，各类行动方案均可以在最大限度内采用数量标准和工具，将目标转化为系统的数量关系。一定程度上，社会治理将体现为量化目标的设定、履行、评价及其修正。

不过，量化控制并非政府规划的特有方式。在国家已发布实施的大量立法、政策与标准等规范中，早已存在量化调整的习惯做法，比如诉讼时效、注册资本、行政许可时限、森林覆盖率、税率、计量单位，以及标准中存在的大量计算公式和技术参数等。这些“数字语言”与特定社会经济事务管理密切关联，构成特定主体的权利、义务或责任，我们可以称之为“数量化的法律关系”或者“数量规范”。与这些“数量规范”相比，规划指标具有动态性、关联性以及试错性。首先，规划指标是预估的数量关系，它与现实存在一定偏差，必要时，需要对指标进行调整。其次，规划指标往往构成一个体系，而不是单一、孤立的数量关系。体系中的指标之间具有关联性，一个指标的变动可能引发对其他指标的调整，一个指标的实现程度也会影响其他指标的实施效果。最后，如果规划指标可以调整，且某种程度上表明初期指标存在错误或误差，那么通过纠正或调整，可以促使指标接近或者反映真实世界。

所以，规划指标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在特定情况下具有法律约束力，对规划指标的考评回应了这一特征。诚如“十一五”规划所言，约束性指标具有法律效力，要纳入各地区、各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和绩效考核。“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指出，考核结果可作为各级政府领导班子调整和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2013年12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要求完善政绩考核评价指标，设置各有侧重、各有特色的考核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考核，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

（四）规划指标的分解

规划指标确定后，如果需要相关政府部门共同分担指标责任，那么就存在指标分解问题。指标分解可分为基于职能的分解与基于合同的分解。前者是按照一定规则将约束性指标划分给政府相关部门或者下级政府的责任配置，基于政府权力自上而下的分配，以及政府职责在不同职能部门之间的分配这两种基本的权力构造关系，可被分为纵向分解和横向分解。后者是政府之间或者政府与企业、社会之间基于合同关系对规划指标的分配，即约定分解。在协作治理理念的影响下，指标分解应当坚持协商、公平、效率、平衡等原则。

1.纵向分解

纵向分解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进行的指标分解，它适用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以及上下级职能部门之间，是基于职能隶属关系而形成的，也是规划衔接的基本要求。纵向分解本质上是上下级政府或其部门之间的职能配置，应当符合“三定方案”等的规定。比如，《环境保护法》第10条规定，国务院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全国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该规定明确了中央与地方环保部门的管辖范围及职责。据此，“十二五”规划确定四项主要污染物减排控制指标后，国家环境保护部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签订《“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目标责任书》，明确各省级辖区减排目标、任务、项目、措施等内容；其后，省、市、县级政府环境保护部门分别再与下一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派出机构签订《减排目标责任书》或者《环保责任书》，将减排指标逐级分解后下达给下一级政府。湖北省政府办公厅2013年3月发布《湖北省“十二五”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办法》，要求“各地区要把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本地区各级人民政府、各职能部门及重点企业，并将其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分解纵向指标需要考虑多种因素，包括指标属性、主体功能区规划、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财政自立度、“三定方案”等。其中，主体功能区规划与财政自立度是两个重要因素，前者关系到辖区空间资源的开发利用趋向及其政策支持，后者关系到指标实现的可能性及其考核的客观性。

2.横向分解

横向分解是本级政府相关部门之间的指标分解，它是基于政府内部职责配置而形成的。一般情况下，横向分解是职能部门“各司其职”；但是，考虑到一些指标设计涉及多部门协同管理，比如环境保护、社会治安、网络监管等，应当明确责任单位和协作单位，合理分解指标责任。比如，甘肃省崇信县政府2015年3月发布的《2015年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分解表》显示，地区生产总值增幅8.3%由县发改局、统计局负责，但第一产业增幅6.4%、第二产业增幅10%、第三产业增幅10%则分别由县农牧局、工信局和住建局、发改局和商务局负责，此处生产总值增幅与第一、二、三产业增幅的指标实现需要部门间的协同。山东省威海市政府2015年2月发布的《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目标任务分工方案》提出了淘汰3.9万辆黄标车和老旧车的目标，牵头单位是市公安局，责任单位是市环保局，该指标要求两单位共同履责。新疆和田地区行政公署办公室2015年9月发布的《和田地区2015年节能减排工作实施意见》中，将工业、建筑、交通、公共机构等领域的节能指标分配给负责相关监管工作的各政府部门以及各县市政府，突出了行业指标管理的特点。这些例子表明，单一指标可以分配给一个部门，也可以分配给多个部门，对于后者，多部门可以通力合作，也可以分头完成，这应视指标特征以及政府职能协同性强弱而定。当然，如第二章分析所指出的，如果地方政府之间的机构设置存在差异，那么必然导致指标分解也存在差异。

3.约定分解

约定分解是基于合同约定而形成的指标分解，它适于政府间针对特定社会经济事务实施的合作型项目规划。比如，为确保贵州省粮食供需平衡，维护省内粮食安全，贵州与黑龙江两省于2014年12月签订《关于建立长期稳定粮食产销合作协议书》，建立“引粮入黔”机制，由两省粮食企业每年从黑龙江省采购100万吨以上粮食销往贵州，贵州则积极促进以薏仁米为代表的深加工的特色农产品销往黑龙江市场。同样，湖南与云南两省于2015年9月签署《关于建立长期稳定粮食产销合作关系框架协议书》，商定由湖南省优先向云南省供应稻谷口粮，正常年景，湖南省根据云南省每年年初提出的需求计划足额供应，粮食供需紧张年份，湖南省优先保证向云南省提供稻谷10亿公斤。这些省际合作协议约定的粮食供应指标，需要在供应省份的若干企业之间进行分解。广义上，纵向分解也需要基于上下级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协商合作。

（五）规划指标的考评

规划指标作为规划实施的目标形式，自然构成规划实施绩效的考核内容。换句话说，作为数字化的义务和责任，指标成为规划实施单位和个人是否承担法律后果的参考条件。其中，约束性指标直接构成考核政府及其部门和相关领导人业绩的必备条件，甚至具有“一票否决”的效力，即某一指标未达标的，直接对相关政府及其部门、领导人采取否定性评价措施。可以想见，在“一票否决”的压力下，相关政府及其部门、领导人势必会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力求满足指标要求。比如，浙江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2007年4月联合下发的《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实施办法》规定，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部门、各单位，如果上级下达的年度人口和计划生育目标管理责任制未达标的，那么其主要负责人、分管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负责人一年内不得晋升职务，当年年度考核不得确定为优秀和称职等次，任期内被否决两次以上的，予以降职或免职。2015年4月，为确保顺利实现2015年、2016年、2017年全市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较2013年分别下降7%、13%、20%的目标，南京市政府印发了《南京市贯彻落实〈江苏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进一步加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计划》，建立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考核制度，每年对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和重点工作任务完成情况进行综合考核与排名，考核结果作为对各区（园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实行一票否决。

指标考评通常由考评依据、考评对象、指标适用、考评方法、主持单位、考评结果及其处理等内容构成。2013年9月，国务院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力争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PM10）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细颗粒物（PM2.5）浓度分别下降约25%、20%、15%。为实现该指标，《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了十条防治措施，俗称“大气十条”。201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对国务院各部门进行任务分工。201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再次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用于对各省级政府实施“大气十条”情况进行年度和终期考核，考核指标包括空气质量改善目标完成情况和大气污染防治重点任务完成情况，前者即属于本章所指的量化目标。年度考核采用评分法，两项指标满分均为100分，考核结果分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考核工作由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发改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能源局等负责。考核结果经国务院审定后交由干部主管部门按照《关于建立促进科学发展的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机制的意见》《关于开展政府绩效管理试点工作的意见》等规定，作为对各地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中央财政将考核结果作为安排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的重要依据，对考核结果优秀的将加大支持力度，不合格的将予以适当扣减。对未通过年度考核的地区，由环境保护部会同组织部门、监察机关等约谈省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有关负责人，提出整改意见，予以督促，并暂停该地区有关责任城市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民生项目与节能减排项目除外）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取消国家授予的环境保护荣誉称号。对未通过终期考核的地区，除暂停该地区所有新增大气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民生项目与节能减排项目除外）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外，还要加大问责力度，必要时由国务院领导同志约谈省（区、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试行）》比较完整地规定了指标考核的实体和程序要求，也成为前述南京市政府确立“一票否决”的制度来源。

二、规划项目

（一）规划项目的功能

规划项目是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在规划期内，通过政府投资或者吸收社会投资的方式，选择若干行动方案予以重点建设的形式。它可以是投资于战略产业的企业项目，也可以是促进社会保障和服务事业的设施供应，还可以是促进高科技发展的研究课题。在“一五”计划期间，我国为解决技术体系和工业体系存在的重大结构性缺陷问题，与苏联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由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156项工程”，并且选派顾问和专家来华提供技术支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是重工业，特别是钢铁、燃料、动力、机械、军工、有色金属和化学工业等，“156项工程”则几乎涉及国民经济的所有重要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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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证明，“156项工程”显著提高了我国工业的制造能力，对我国确立工业化基础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提前完成“一五”计划作出了突出贡献。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规划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也在发生变化，这可以通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以及专项规划反映出来。比如，国家“十二五”规划设立了“新农村建设重点工程”、“循环经济重点工程”、“重大人才工程”、“医疗卫生重点工程”、“文化事业重点工程”、“粤港澳合作重大项目”等，将政府规划期职能项目化。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各地方总体规划以及专项规划通过职责分工的形式，将项目实施责任进一步具体化。比如，国家能源局2011年12月发布《关于印发〈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的通知》，要求相关科研院所依托重大能源示范工程进行能源技术与装备的试点，落实《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各项技术创新任务。目前，社会经济生活的很多领域都有实施国家规划的具体项目。

显然，规划项目作为一种具象的政府职责，通过项目开展的实体与程序性要求显示政府功能的介入领域、措施与机制，在具体经济管理活动中实现政府的权力、义务与责任，以及政府对市场、社会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这一功能的典型事例是政府投资管理。前面在介绍规划编制的特殊性程序时，以《惠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为例阐释了PPP模式。依照规划衔接原则，此处所指的投资项目应当与作为规划目标的投资项目保持一致性。《惠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第3条也表明：“政府投资应当重点投向基础性和公益性项目，并按照批准的计划进行建设”，“项目建设计划应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市、县（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城市规划以及实际需要编制”。据此，规划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必然成为PPP实践的对象。在此意义上，规划项目还有向社会投放政府资源并以此带动社会资源的功能。诚如国家发改委于2014年12月发布的《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所言，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应当遵循“转变职能，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责定位”原则，从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者”转变为社会资本的“合作者”以及PPP项目的“监管者”。

（二）规划项目的选择

规划项目的选择，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决策过程。当前，很多地方政府将重大投资项目列为重大决策事项。比如，杭州市政府2015年10月发布的《杭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将“由政府组织实施、对相关主体利益可能造成较大影响的重大建设项目”列入重大决策事项；天津市政府2008年5月发布的《天津市人民政府重大事项决策程序规则》则要求“重大事项决策建议要以基础性、战略性研究以及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为依据”，这显然涵盖了国家规划文本中确定的项目；沈阳市2014年12月发布的《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审查规则》将重大行政决策概括为“市政府依照法定职责做出的涉及本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社会涉及面广，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决定”，但没有将其细化，依照该定义对重大决策的职能性、全局性、社会性与公众性的特征概括，可以将规划项目解释为重大决策。

关于规划项目的选择，现实中存在长官意志或者利益集团干预法定决策程序的现象，由此产生“形象工程”、“鬼城”等问题。此外，公众作为特殊利益群体，其知情权、参与权等权利经常被漠视，这易引发上访、示威、极端行动等消极参与决策的行动。为此，中共第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公众参与被置于决策链条的始端。与之相比，前述《杭州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则》更有保留，它将依法不得公开或公开后不利于决策实施和社会稳定的决策事项置于公众参与、开放式决策程序之外。在此，除了应区分公众参与决策的规划项目外，还应当进一步厘清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二者之间的项目决策权。

（三）规划项目的管理

规划项目通常需要经历一个实施过程，比如水利工程的建设、节能技术的推广等。这一过程既有政府依法行政的因素，也有市场和社会参与项目经营的因素。根据规划属性和对象的差异，规划项目的管理应当遵循不同的法律规范，不过在涉及基本建设、项目监管等的问题上也会有一些共通性规则。

（1）特殊自然生态保护区的管理。为保障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我国确立了自然生态保护区制度，保护范围涵盖基本农田、草场、矿藏、野生动物、地质地貌、植物种群、海域等。国务院在2010年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采用附件形式规定了“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名录”（总计25个，涵盖全国436个县），“国家禁止开发区域名录”（包括319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9个文化自然遗产、208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69个国家森林公园、69个国家地质公园）；国务院在2015年8月发布的《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中，也采用附件形式规定了52个传统渔场、51个国家级海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3个国家级海洋特别保护区以及94个领海基点。这一做法已成为一种规划项目形式，上述区域普遍建立了系统的管理制度。比如，国家林业局2005年6月发布《国家级森林公园设立、撤销、合并、改变经营范围或者变更隶属关系审批管理办法》，对于国家级森林公园的设立、撤销、合并、改变经营范围或者变更隶属关系的行政许可做出了规定；其后，国家林业局于2011年5月修订发布《国家级森林公园管理办法》，对于国家级森林公园的建设、运营、管理、保护等活动做出了规定。据此，纳入规划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应当遵循这些规定，以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2）基建项目的管理。当规划项目涉及兴建房屋、工厂、道路、桥梁、水库等基础设施时，根据现行投资管理机制运行的要求，项目投资人应当遵循有关城乡规划、用地、环境保护、工程建设、安全、质量监控、融资、审计等方面的管理规定。这一过程是一个烦琐且耗时的过程。以水利部1995年发布的《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管理规定》为例，水利工程建设程序一般分为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施工准备（包括招标设计）、建设实施、生产准备、竣工验收、后评价等阶段，而建设前期必须根据国家总体规划以及流域综合规划开展前期工作。其后，水利部于1998年1月发布《水利工程建设程序管理暂行规定》，完善细化了建设程序，并且将项目建议书的编制依据拓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流域综合规划、区域综合规划、专业规划，同时兼顾国家产业政策和国家有关投资建设方针。随着项目管理的进一步规范化，水利部于2001年发布了《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定》，于2006年发布了《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细化了管理环节和要求。2014年9月，水利部为进一步加强对小型水库工程项目建设的管理，专门出台了《小型水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小型水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不仅要求开展项目前期工作时应同步做好移民安置规划大纲和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水土保持方案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等工作，而且还专列一条“项目建设要执行建设管理各项制度”，重点对项目法人组建、采购招标以及监理单位选择做出了规定。此外，《小型水库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还要求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项目前期工作、建设实施、资金使用、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并且于每年1月15日前将上一年度项目建设总体情况报水利部。这样，水利工程项目建设的全过程被完整有序地纳入立法范围，规划的目标设定也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得以逐步实现。

（3）科技项目的管理。科技项目是国家依照科技计划设定的科研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提出了“向科技进军”口号，并于1956年制定了第一个中长期科技规划——《1956—1967年科学基础发展远景规划》。1986年，针对美国提出的“星球大战计划”，我国科学家向中央提出发展高科技的意见，经过论证后，国家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俗称“863”计划。为加强对“863”计划的管理，科技部等部门于2001年出台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管理办法》并于2006年进行了修订。1997年，我国政府采纳科学家的建议，决定制定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俗称“973”计划；随后，科技部、财政部于2006年联合发布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管理办法》并于2011年进行了修订。针对国家科技计划的管理，科技部于2001年发布了《国家科技计划管理暂行规定》，将之适用于“863”计划、“973”计划、科技攻关计划等，并提出了“国家科技计划设立和项目选择必须保证国家目标的实现”这一原则。2001年，科技部发布《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对科技项目实施制度化管理。依照《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国家科技计划项目是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实施安排，由单位或个人承担，并在一定时间周期内进行的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活动。为加强项目管理，《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从项目立项、实施管理、项目验收、专家咨询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其中，项目立项包括申请、审批和签约三个基本程序，申请项目应当“符合国家科技发展规划、计划的总体部署和安排”；国家科技计划一般按项目、课题两级管理，项目实施中应当建立年度执行情况报告制度；项目实施时限一般为3年，超过3年的项目应进行中期检查或评估；项目合同期届满后半年内应当完成项目验收工作，验收的基本依据是经批准的项目可行性报告、合同文本或计划书约定的内容和确定的考核目标；项目产生科技成果后，应当按照科技保密、成果登记、知识产权保护、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科技奖励等规定和办法执行。为提高项目管理工作的科学性、公正性及社会参与程度，项目管理应当引入专家咨询机制，科技项目在可行性论证、立项审查、招标投标、评估、中期检查、项目验收等环节，可以组织专家咨询活动，咨询意见可作为科技管理与决策的参考依据。从管理流程看，科技项目管理也体现出计划的过程性管理特征，并体现科学与民主、权利与责任、效率与公平的统一。

三、规划任务

（一）规划任务的属性

规划任务是政府在规划期内应当完成的义务和使命，它是政府职责的未来延展和动态表现。政府职责本身是一个历史话题；政府职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在经济处于低迷状态时，发展经济成为政府的主要职责；在道德处于下滑状态时，塑造伦理会成为执政思路。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论断，认为“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生动表达了社会运动对人类发展的促进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其后的“六五”计划将基本任务确定为“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实现财经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为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必须牢固树立并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因此，适应并回应变化是新时期政府必须具备的治理能力。

在属性上，规划任务是发展中的政府职责，它依循了立法和“三定方案”对政府权责的基本界定，但在广度与深度上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对政府运行机制提出了挑战。正如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在理念上与规划目标是契合的。在内容上，规划任务是实现规划指标、推进规划项目的举措与保障。政府只有不折不扣地完成规划任务，指标与项目及其社会经济效益才可能真正实现。

（二）规划任务的范围

规划任务不是政府职责的简单翻版，而是进一步细化政府工作领域、要求、成效与机制的形式。以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9月发布的《贯彻实施〈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行动计划（2015—2016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2015—2016年）》）为例，该计划是落实国务院2015年3月发布的《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第一阶段工作方案。在《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中，国务院提出改革标准体系和标准化管理体制，建立政府与市场协同制定标准的新型标准体系，以及二者共治的标准化管理体制。为此，需要建立统筹协调机制，整合精简强制性标准，优化完善推荐性标准，培育发展团体标准，放开搞活企业标准，提高标准的国际化水平。这些具有显著改革性质的措施，在前述《行动计划（2015—2016年）》中被细化为14个方面的规划任务，由相关机构单独或共同承担。其中，国家标准委作为标准主管部门，牵头或参与了全部任务，包括围绕“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05”等战略，研究制定中国标准“走出去”工作方案，推动铁路、电力、钢铁、航天、核等重要领域的标准“走出去”。依照国务院2001年关于国家标准委“三定方案”的规定，国家标准委“负责国家标准的宣传、贯彻和推广工作”，但是对如何推广、向谁推广并未做细化规定。《行动计划（2015—2016年）》将标准推广工作与国家发展战略联系起来，使国家标准委的工作具体化。与此同时，该计划提出修订《标准化法》，将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法制办列为牵头负责单位，不仅明确了三部门协同工作的机制，而且也细化了法制办的工作内容，有利于“推动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的有机衔接”。

由此可见，规划任务是政府职责的细化形式。它可以突出规划期内政府的工作重点，使政府工作服务于国家大政方针和战略考量。“十一五”规划在“建立分类指导的实施机制”一章中明确指出：“本规划确定的改革任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必须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当然，落实规划任务并不能淡化政府的常规管理职责和要求。“十二五”规划在“完善规划实施和评估机制”一章中指出：“各级政府要正确履行职责，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引导调控社会资源，保障规划目标和任务的完成”。此处的“正确履行职责”应当是兼顾规划任务和常规管理的履职要求。

（三）规划任务的分配

规划任务在政府及其部门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可以分为职能分配和时序分配。职能分配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根据职责配置，主动承担与职权相关的规划任务，既可以是单独承担，也可以是联合承担，还可以是配合承担。上文提及的《行动计划（2015—2016年）》中，大多数任务都采用联合承担和配合承担的方式，比如，“开展强制性标准清理评估”这项任务由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标准委牵头，各有关部门、各省级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时序分配是将规划期划分为不同实施阶段，明确每一阶段应当完成的规划任务。如同规划期的时间约束一样，时序分配对落实单位产生行动约束，并具有一定的考核指引功能。

近年来，国家规划任务的分配现象越发普遍。2015年3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部门分工的意见》，对2015年度中央政府计划开展的62方面工作进行了任务分配。其中，国家发改委牵头编制“十三五”规划纲要，环境保护部等23个部门负责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工作。在时序分配方面，国务院于2015年5月印发了《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附带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表。进度安排表规定了责任单位履行规划任务的时间进度，比如针对推进“三证合一”登记制度改革、实现“一照一码”的任务，由国家工商总局牵头，于2015年6月月底前推出改革意见，2015年12月月底前实现“一照一码”；针对投资项目在线审批全国联网的任务，由国家发改委牵头，于2015年6月前实行横向联通，2015年12月月底前实现纵向贯通。当分配时序接近于责任人可接受的工作周期（比如一周、一月）时，任务的执行率可能会更高，这便是精细化管理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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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张久春：《20世纪50年代工业建设“156项工程”研究》，载《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2009（3）。


第五节 规划衔接制度

文本上，规划衔接表现为相关内容在不同文本之间不存在矛盾和冲突；功能上，规划衔接表现为政府职能配置合理，政府履行职责有序有效；效果上，规划衔接表现为规划目标最大限度回应社会发展的要求。

一、衔接原则

基于政府职能的协同导向，规划衔接应当遵循下列原则：职能配置相对稳定原则、经济合理原则、便民原则、动态调适原则。

职能配置相对稳定原则要求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以政府机构的职能划分为依据，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依法依规行使规划权。这是规划体制运行的基本前提。经济合理原则要求规划的编制与实施符合成本效益要求，避免出现重复编制、无序编制、编而不操等不当耗用财政资源的现象。便民原则要求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有利于促进公众生活生产的便利，不会带来过多烦扰社会稳定运行的障碍和冗赘。动态调适原则要求政府根据时空变化，及时调整规划编制思路和方法，提升政府适应社会要求的能力。

规划衔接效果如何，可经由现实影射得以反映。生活中，居民出行遭遇交通拥堵，企业投资设厂遭遇“审批”壁垒，残疾人缺乏充足的设施保障，诸如此类，除去经济因素制约外，几乎都与规划衔接有直接关联，简言之，都与政府协同能力密不可分。因此，规划衔接也不单纯是在文本内容上保持关联、匹配、呼应、一致，更多地是政府在管理实践中体现“民本思想”，减少部门利益的牵扯和干扰。正因为这一原因，国家从“十五”计划起，在规划文本中专设“实施机制”章节，要求政府转变职能，正确履行职责。在“十一五”规划中，国家提出“特别要加强制度协调、规划协调和政策协调”，“防止国家政策部门化”；建立科学化、民主化的编制程序，“形成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为统帅，各类规划定位清晰、功能互补、统一衔接的规划体系”。这里的“协调”、“互补”、“统一”等要求，都是规划衔接的应有之义。

二、衔接要求

当前许多规划立法将规划要求理解为规划原则，这是值得考虑的。规划要求是指导规划衔接的技术理念和规则，它与规划原则侧重政府职能配置的思路并不一致。而且，一些立法采用诸如“下级规划服从上级规划”的表达方式，带有比较明显的行政命令色彩，未能揭示出规划衔接的内在要求——政府协同以及政府间对话合作的发展趋向。衔接要求是指导规划衔接工作的技术性规则，它应该呈现不同规划文本之间在编制理念、机制、内容等方面的契合，以及规划实施中政府间合作的要求。

依照政府职能配置和转向的现状，衔接要求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发展规划要与空间规划相协调

这是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战略要求。当前，多数规划立法与规划文本仍旧认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是其他各类规划编制的基础，这是将前者视同综合性规划、后者视同专项规划的“整体—部分”观念所导致的。事实上，我国长期以来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目标中心放在经济发展上，很少将空间规划作为专门主题给予充分关注，直至国家“十一五”规划才将主体功能区规划列入议事日程。这一政府工作转向的大背景是国内外面临的资源、人口、环境之间的紧张状态。因此，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倒逼”之下，我国开始关注空间规划，一些地方政府也及时跟进，加强地方性空间立法，并且有创见地提出空间规划是其他各类规划（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编制基础。这一思路摆正了多年来被忽略的空间规划的地位，但是也带来了如何界别这些规划的主从或者互补关系的问题。对此，《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在其前言中表明，该规划依据“十一五”规划以及《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而编制，后者指出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是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在内的各类规划在空间开发和布局上的基本依据，突出了各类规划的空间基础。显然，这些规划都具有相应的优先性：从当前规划权的配置来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主体功能区规划由国务院审批；从规划对象来看，主体功能区规划确实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提供了编制依据。为加快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本书作者建议将包括主体功能区在内的全国性空间规划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批，强化权力机关以及整个社会对空间规划的认同。

（二）发展规划要与环保规划相衔接

这是落实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内在要求。当前，环境保护已经进入非常紧迫的阶段，各类因过度、不当利用自然资源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已暴露无遗。为此，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环保规划与措施，并且确立了“生态文明”理念，逐步将环保要求渗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项事务中。这一趋向对各类规划衔接环保规划提出了现实要求。《环境保护法》（2014年）第13条规定，环境保护规划的内容应当与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等相衔接。这表明了环保规划的附从性而非主导性，仍旧受经济发展优先观念所影响。不过，《环境保护法》第19条要求编制有关开发利用的规划时，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未进行的，不得组织实施，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环保的优先性。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等规划“多规合一”。这一思路尽管仍未摆脱环保问题的附从性，但其将环保规划与发展规划、空间规划融为一体，有利于实现系统性开发、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终极目的。

（三）下级规划要与上级规划相衔接

这是行政权力层级配置及其有序运行的基本要求。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中，下级政府通过宪法从上级政府获得权力让渡，在其权力行使中接受上级政府的控制与监督。相较于联邦制而言，单一制国家下级政府的自主权和自治权较弱。不过，中国改革实践始终倡导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允许下级政府探索推动国富民强的发展模式和路径。这一指导思想也经常反映在规划的编制与实施中。“十二五”规划在规划协调管理部分提出：“地方规划要切实贯彻国家战略意图，结合地方特色，突出地方特色”，“要做好地方规划与本规划提出的发展战略、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的协调，特别要加强约束性指标的衔接”。该表述反映出中央对地方决策的尊重和要求，区分了地方规划衔接中央规划的两种方式：一是战略、目标和任务的协调；二是约束性指标的衔接。

（四）专项（局部）规划要与综合（总体）规划相衔接

这是行政权力横向配置及其有序运行的要求。在政府职能通过部门化进行分割配置后，各职能部门在其法定职责内行使规划权，要确保这些权力符合政府整体运行的要求，客观上需要各部门之间进行权力对接和补充，这反映在规划文本上就是专项与综合、局部与整体之间的规划衔接。不过，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将此前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综合性定位调整表述为总体规划，一定程度上与原有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乡总体规划等专项规划中的这些上位规划产生了用语和理解上的混淆。对此，本书作者倾向于综合性规划的表述，不仅因为它内涵清晰且易于为社会接受，而且还因为它接近于西方对类似规划的表述，即comprehensive planning。与前三种衔接情形相比，由于各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及其职责配置差异很大，并且处于不断调整状态，加之中央对地方政府、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授权类型及其职责配置也存在较大差别，因而此类衔接存在很大难度。对此，除了同级政府加强部门间的工作协调外，改革规划编制体系和管理体制也是大有裨益的。

（五）年度规划要与中长期规划相衔接

这是政府持续履职的要求。规划是指向未来的行动方案。未来有多远，属于规划的时间维度。如何确定该时限，与规划主体的战略、预期、技术、管理等能力相关联。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并将第一个百年目标纳入“十三五”规划，这是国家发展战略在中长期规划中的落实和体现，表明了执政党追求其纲领目标的阶段性任务。年度规划作为安排政府工作的常态时序选择，实际上是将中长期规划任务分解为短期目标，并结合形势变化进行适度调整。这种任务分解借助时间维度，呈现出目标在时间轴上的连续分布状态，构成规划衔接的一种重要形式。近年来，很多规划开始采用时序分配任务法，通过时间限定来约束和督促政府履行其职责，由此提高了行政效率，便利了社会公众和企业。

三、衔接内容

规划衔接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从规划文本内容出发，规划衔接主要包括战略、立法、标准、目标、措施衔接。

（一）战略衔接

战略是确定长期发展目标的规划，即战略规划。依照时序，战略目标可以分解渗透在中、长、短期的各类规划中。战略可以是针对一国整体利益的，比如国家富强、国防安全，也可以是针对局部领域的，比如科技水平、人才培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陆续提出了一些国家战略，比如“三线工程”、“四个现代化”、“改革开放”、“三步走发展战略”、“一国两制”、“科教兴国”、“西部大开发”、“和谐社会”、“一带一路”、“可持续发展”等，这些战略经由立法、规划、政策等制度设计，逐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得以落实。规划部门在编制规划时，应当领会相关战略的精神与要求，将其投射在规划目标和措施上。比如，“六五”计划中，国家提出要抓住农业、能源交通、教育科学这三个战略重点，带动经济发展；在战略步骤上提出了两步走思路，前十年打基础，后十年开创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时期。为促进科技发展，“六五”计划提出统一全国科技力量进行科技攻关。于是，在1978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基础上，国家将规划主要内容调整为38个攻关项目，以“六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的形式实施，这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科技计划。“七五”计划中，国家专章安排“科技发展战略”，提出“集中力量组织攻关”；随后，国家出台《1986—2000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俗称“七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由此，战略目标经由专项规划的衔接得以具体实施。

长期以来，我国五年规划强调与国家战略的衔接，特别是“三步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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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九五”计划的序言中指出：我国将以崭新的姿态跨入21世纪，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出重大步伐，为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为此，“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合并，称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远景目标纲要》。它将重点放在“九五”计划上，同时着眼于21世纪前十年的发展，使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发展很好地衔接起来，保持“三步走”发展战略的连续性。值得注意的是，它力求突出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指标总体上是预测性、指导性的；其后，“十五”计划文本也表明它是战略性、宏观性、政策性的规划，主要阐述国家战略意图，明确政府工作重点，引导市场主体行为方向。依照文义理解，五年规划具有战略规划的属性，其作为宣传和实现国家战略的中介和载体，并不等同于国家战略本身，二者之间是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二）立法衔接

立法是编制与实施规划的重要依据。规划部门编制规划时，应当明确本规划所涉及的主要法律、法规、政策、规划文本等依据，这既表明规划部门的权责来源及其正当性，又确保规划理念、目标、措施、机制等内容符合立法安排或者国家战略导向。公众在参与规划的编制或者实施时，可以透过立法与规划的衔接关系来评价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从依法治国角度看，依法编制和实施规划是规划衔接的首要条件，也是规划衔接的基本形式。可以说，违法编制与实施规划的行为难以实现立法与行政之间的目标统一，甚至可能会招致规划权的分割、对立，进而影响规划文本的实施效果。在此意义上，加强立法机关对规划编制与实施的监管显得尤有必要。

（三）标准衔接

标准是对事物特性的统一规范，经常表现为技术规则。在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城乡规划、土地规划、资源规划等空间规划，以及专业性很强的专项规划时，经常会涉及各类技术标准，比如土地分类标准、污染物排放标准、有毒有害物质鉴定标准等。如果编制主体对同类对象采用不同标准对待，那么彼此间的规划目标就会出现偏差。

以京津冀交通一体化为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主导的全国城市一卡通互联互通项目于2012年7月在上海、宁波、兰州等8个城市实行互联互通，并在此前陆续颁布了14项国家行业标准；与此同时，交通运输部也在江苏、广东、吉林等地区试点一卡通互联互通工作。北京一卡通公司使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标准，但并未加入互联互通平台。如果要推行京津冀一卡通互联互通平台，那么交通管理部门该如何选择？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规划》及其实施方案等也陆续出台。在此背景下，原本“各自为政”的北京、天津、石家庄、张家口、保定、廊坊也开展了前期调研，启动了“一卡通六城”试点工作。这项工作不仅需要三地政府取得共识，而且还需要解决技术标准的统一问题。

再如，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于2007年8月联合发布推荐性标准，即《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对我国土地资源进行统一分类，试图解决此前分类标准不统一、统计数据口径不一、统计数据重复或者矛盾等问题。《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按照土地用途、经营特点、利用方式和覆盖特征4项主要指标，对全国土地进行“全覆盖”的分类，共计分为12个一级类、56个二级类。2012年1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按照土地使用的主要性质将用地分为城乡用地分类、城市建设用地分类两部分，前者分为2大类、9中类、14小类，后者分为8大类、35中类、42小类，未对全国土地进行“全覆盖”的分类。《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指出，城乡用地分类在同等含义的地类上尽量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衔接，并充分对接《土地管理法》中的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三大类”用地；此外，《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还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GB 50357—2005）、《城市绿地分类标准》（CJJ/T 85—2002）、《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 50442—2008）等存在衔接。由于《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与《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两项标准存在差异，给标准执行带来了认知和实践障碍，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发布两类标准的衔接对照表。比如，江苏省南京市国土局2015年3月发布《土地利用现状分类与规划用地分类衔接对照表（2014）》，要求涉及需要与规划用地分类衔接的土地类型，按照对照表执行。广东省政府在推行“三规合一”时，提出“三规”目标指标差异比对，比如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规模为依据，比对衔接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地分类标准，研究分析城乡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建设用地规模差异；在比对基础上，确定“三规合一”控制线划定的目标和方向。而此处所言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用地分类标准是《市（地）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3—2010）而非《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四）目标衔接

目标衔接是规划目标的分解与整合。对于约束性规划指标，衔接主要体现在纵向分解与横向分解上。对于规划项目，因其涉及项目的选择与管理，衔接工作更多地体现在项目管理的过程性上。比如，依据科技攻关计划选择科研项目，涉及申请、核准、报备、实施、评估、公开科研项目等活动环节。《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01年）第6条规定，科技部专项计划部门在启动项目申请工作前，应根据科技发展规划和战略，发布项目指南或优先领域；第7条规定，项目指南和优先领域已明确项目目标和任务，并符合招标投标条件的，应依据《科技项目招标投标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第18条规定，对符合评估条件的项目，应依据《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上述规定将规划项目的发布与战略目标、项目招标、项目评估等环节有机结合起来，这些环节由此与项目发生衔接关系。对于规划任务，衔接表现为政府部门对任务承担的分工与协作，这也与措施衔接有关联。比如，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6月转发由卫生计生委等10部委联合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在保障措施中要求各有关部门按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及相关政策的要求，切实履行责任，形成工作合力。其中，民政部门应会同残联、发展改革、卫生计生、财政等单位探索制定支持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服务工作发展的保障政策，提高康复服务的规范化和专业化水平。显然，这些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本部门工作任务与其他部门工作任务的衔接问题。

（五）措施衔接

措施衔接是政府为实施规划而提供的各类措施之间的配合，它是规划实施中的重要问题。倘使措施不到位或者衔接不到位，规划就会流于“纸上画画，墙上挂挂”。措施衔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规划目标与措施的匹配；二是规划措施之间的匹配。对于前者，规划文本一般会做出原则性规定，比如对指标的实现采取分解、绩效考评等措施，对项目运行采取竞争性招标、合同制、专家论证、终期验收等措施。对于后者，目前多数文本缺乏深入、具体的规定，一般采用概括性语言倡导政府间加强协调和合作，或者要求多部门完成规划任务，具体衔接措施与机制则根据各级政府机构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确定。

实际中，规划衔接容易出现缺位现象，即措施不及时跟进，影响规划进度，进而影响下一期规划。比如，国家环保总局于2004年发布的《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实施后，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截至2011年年底尚有11%的项目还在初步设计阶段，3%的项目还在前期工作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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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3月，国务院发布《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规划期为2009—2011年，要求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尽快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政策措施，切实加强对《物流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施的指导和支持。但是，由于配套措施不到位，规划目标难以实现。为此，国务院办公厅又于2011年8月发布《关于促进物流业健康发展政策措施的意见》，进一步细化了八个方面的措施，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对物流业发展的协调指导，抓紧细化政策措施，认真组织贯彻实施；同时，国家发改委要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对各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在措施衔接中，规划与预算的衔接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特别是涉及具体项目规划的实施。《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管理办法》第40条规定：依据法定程序批准的规划是政府财政预算安排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的立项依据，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规划安排财政资金，并进行项目管理。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资金应优先安排已依据法定程序获得批准的规划工作任务和建设项目。列入规划的政府工作任务和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其责任单位应根据规划的安排适时申请列入各级政府年度预算计划或投资计划。该规定准确把握了规划与预算的内在联系。如前所言，规划项目一般离不开国家财政支持，当预算拨款不到位，或者缺乏其他融资途径时，基建项目就可能停滞，造成“烂尾工程”、“半拉子工程”，同时也波及承包商支付工人工资。此期间，如果政府采用土地征收、公债发行、BOT等方式筹资，那么又可能触发农地征用补偿、政府信用等问题。显然，这些问题都可以溯源至规划项目的决策问题上，这进一步证明了加强规划决策的重要性。

四、衔接方式

（一）自行衔接

规划单位在编制规划时，应当根据编制依据，积极主动地将衔接原则、要求和相关内容反映在规划文本形成的过程中，包括前期调研、立项、论证等环节。条件允许的，可以由多部门联合编制规划，这既可实现职能整合，又可节约财政资源。当前，我国各类规划立法与政策普遍规定了规划衔接要求（见图3—1），但是由谁衔接、衔接什么、怎么衔接等操作性规则尚缺乏充分的规范，这为规划编制单位带来了困难，也造成了衔接的随意性。

2014年8月，国家发改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在全国选择了28个市县进行试点，旨在形成一个市县一本规划、一张蓝图的局面，建立相关规划衔接协调机制，改变以往发展规划、空间规划以及环保规划“多规并存”的局面。根据《关于开展市县“多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试点单位将探索确定统一协调的规划中期年限和目标年限，作为各类规划衔接目标任务的时间节点；研究“多规合一”的核心目标，合理确定指标体系；合理规划引导人口、产业、城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发展方向和布局重点，探索完善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政策和空间管制措施。此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4年1月发布了《关于开展县（市）城乡总体规划暨“三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探索县（市）层面上经济社会发展、城乡、土地利用规划的“三规合一”或“多规合一”，旨在形成统一衔接、功能互补的规划体系。《关于开展县（市）城乡总体规划暨“三规合一”试点工作的通知》依循“发展+空间”的融合思路，未明确将环保规划列入整合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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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规划衔接的立法安排

（二）专门衔接

专门衔接是指各级政府规划主管部门对规划文本内容进行的衔接活动。各级发展改革部门作为组织、领导本地区规划编制工作的机构，拥有规划衔接权。依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工作的若干意见》，省级总体规划草案由省（区、市）发改委送国家发改委与国家总体规划衔接，并送相邻省（区、市）发改委与相邻省（区、市）的总体规划衔接，必要时送国务院相关部门与国家专项规划衔接；专项规划草案由本级政府发改委衔接，并送上一级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专项规划衔接。在“三规并存”体制下，上级政府通过审查下级政府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体系规划、总体规划，可以保持上下级规划在内容上的协同。

（三）联合衔接

联合衔接是具有职能互补或关联的政府部门通过政府间合作机制，对相关规划文本进行衔接。政府间合作机制可以是稳定的双边或多边磋商机制，也可以是临时性会议或组织。2015年6月，湖北省襄阳市老河口市、谷城县与十堰丹江口市联合打造的“丹江谷”族群生态经济发展试验区被纳入《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总体规划》，襄阳市与十堰两市随之签署《“丹江谷”族群建设汉江生态经济带开放开发先行先试试验区行动框架》；其后，襄阳市与十堰市由省旅游局牵头，共同编制了“丹河谷”族群旅游发展规划。这种政府间联合，可以在编制初期实现编制理念、方法与内容的协调统一，克服毗邻行政区划之间的工作障碍和利益冲突。这种衔接方式适用于区域规划。



注释


[1]
 “三步走”战略是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中长期展望。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到“小康之家”概念，认为到20世纪末中国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还是很低，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还得付出很大努力。（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987年4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指出，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我们原定的目标是：第一步在1980年代末翻一番，以1980年为基础，当时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翻一番，达到500美元。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人均达到1000美元。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我国进入小康社会。我们制定的目标更主要的是第三步，在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水平。（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2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中提出了“新三步走”战略，“新三步走”战略不仅提高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而且还增加了对法治发展和文明建设的目标要求。


[2]
 参见张平.去年节能减排任务有三个指标未完成.见http://finance.china.com.cn/special/lianghui2012/20120305/571782.shtml，2014-11-24。


第六节 规划民主制度

国家规划作为一项公共决策，民主是其内在要求。在代议民主模式下，规划工作主要通过立法、行政、司法等国家机关借助职能分配与制衡方式得以体现，这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产生的间接民主，也是当前国际社会广泛采用的民主类型。不过，由于代议民主是利益博弈的产物，代议机构自身也存在利益诉求，因此代议民主有时无法实现委托人或者公众选民的意愿。此时，公民个人或团体直接参与决策的民主方式，可以作为代议民主的补充。当前，这一理念已普遍获得认同，但在实践中培育发展公众参与，使其与代议民主有效结合，是需要长时间打磨的工作。

我国规划立法与政策也构建了公众参与规划的基本轮廓，实践中也实施了部分参与制度，但由于公民意识在我国尚在培育过程中，政府与公众对抗的情绪还会发生，因而也引发了一些非正式参与方式，比如上访、集会等。这些问题都是规划制度建设中有待逐步解决的问题。

一、专家参与

专家参与是一种特殊的公众参与，它是在某一领域由拥有专业特长的人士实施的参与，属于“精英参与”。按照规划类型，专家参与可分为发展规划、空间规划、专项规划等领域的参与；按照规划流程，专家参与可分为规划前期论证、中期评审、届期考核评价等参与形式；按照专家国籍，专家参与可分为本国专家、外国专家以及国际专家的参与；按照专家的产生方式，专家参与可分为自荐、他荐、邀请、专家库等形式产生的参与。当然，与规划活动有无利害关系，也是区分专家参与类别的一个视角。

专家参与规划决策时，如果其与规划部门存在委托或雇佣关系，或其甚至属于技术性官僚人员，则其不应被视为公众参与，因为身份混同在决策中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实践中，一些规划项目在前提论证过程中，不排除编制部门出于特定利益偏好实施选择性的专家参与，此时的专家因缺乏中立性，论证结果可能会出现偏差。为此，对专家参与实施制度化管理是推动民主规划的基础工作。

专家参与应当依照规定的条件与程序开展。以科技部、财政部于2011年11月联合发布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管理办法》为例，它提出“坚持政府决策与专家咨询相结合”的原则，由科技部组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即“973”计划）的专家顾问组和领域专家咨询组，前者负责开展战略研究、提出年度申报指南建议、主持立项综合咨询以及项目结题验收等工作，后者负责跟踪了解项目执行情况、总结项目实施情况、主持项目中期评估等工作，两组成员不得相互兼任，不得参与项目申报或承担项目。在项目立项的初评、复评以及中期评估、验收、绩效考评等环节，还需遴选专家参与。为充分发挥专家参与的作用，《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管理办法》规定了回避、保密、公示、信用、责任追究等制度。依照科技部2003年1月发布的《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查办法》，评估专家应当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严格依照项目评估评审工作的有关规定、程序和办法，实事求是，独立、客观、公正地对项目做出评价或者提出意见，不得利用专家身份和影响力为利益关系者获得项目立项，或者为通过检查、验收提供便利，不得索取或者接受评估评审对象的礼品、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以及可能影响公正性的宴请或其他好处。2015年6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回避与保密管理办法》，对专家回避事由做出了规定：当评审专家是申请人或者参与人的近亲属，或者与申请人、参与人属于同一法人单位时，应当申请回避。

专家参与规划活动时，与规划部门形成委托关系，委托双方均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违反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时，依法应当承担责任。依照广东省惠州市政府2015年5月通过的《惠州市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管理办法（试行）》，涉及惠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计划、规划、措施等，应当组织专家对其必要性、可行性和科学性进行论证。专家主要承担相关公共决策事务的咨询论证工作，工作方式包括个别咨询、小组咨询和专题研讨。专家享有接受委托研究课题、提出研究课题、列席相关会议、开展实地考察调研、查询相关档案材料等权利，同时履行恪守职业道德、保守秘密，对所主张的咨询意见、评估观点、论证结论署名并承担个人责任等义务。专家履行义务存在重大失误的，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可以解聘。而前述《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评估评审行为准则与督查办法》则对违法违规专家规定了一系列处罚处理方式，包括责令改正、记录不良信用、警告、通报批评、宣布评估评审意见无效、取消评估评审资格，以及给予纪律处罚、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众参与

相较于专家参与，公众参与是社会非特定的公众对规划活动的参与。公众是社会构成的主体，其对特定规划事务不具有专业特长，或者未被遴选进入专家范围。他们可以是利益相关者，比如城市空间拓展中的城乡结合部居民、公共交通运输的使用者，也可以是富有公共意识的非利益相关者，比如关注失独家庭、残疾人、流浪者的热心人士。在政府决策体制外，公众可以通过民间组织、媒体、非政府论坛等形式表达个体关切。作为代议民主的构建基础，公众有直接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因此，将公众意愿与行动引入政府决策机制将有助于舒缓对抗情绪并有效汲取大众智慧。

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建立健全规划编制的公众参与制度”，形式上包括征求有关单位和个人的意见、公布规划草案、举行听证会。2010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初步提出“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作为重大决策的必经程序”这一民主决策模式，并为十八届四中全会所认可与推崇。除此，《关于加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编制工作的若干意见》还将行政决策风险评估、重大决策跟踪反馈与责任追究纳入“科学民主决策”范畴，将公众参与延伸至重大决策的全过程，深化了民主决策的内涵。

依照中央政策文件，许多地方政府推出公众参与政策决策的“地方版”制度，将民主实践引入具体决策事务中。比如，浙江省海盐市政府办公室2014年8月发布《关于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的通知》，将政府规划、重点建设项目等决策事项列入重大行政决策范围，按照“调查研究—拟订方案—征求意见—政府决策—实施评估”的工作程序，将公众参与分为准备、决策、执行与评估几个阶段。在准备阶段，决策承办单位应通过政府门户网站、政府微博、政府微信、新闻媒体等渠道向社会公布决策方案及说明，告知公众反馈意见的时限、联系部门和方式等。决策阶段主要是公开决策事项。执行与评估阶段包括政策解读、后评价和公众质询等制度，其中，政策解读旨在提高公众对行政决策的知晓度，加深公众对政府行为的理解。政策解读坚持“谁起草、谁解读”的原则，一般采用部门负责同志撰稿解读、专家解读、政策问答、在线访谈、媒体专访、答记者问、新闻发布会等方式。这些方式经济简便，易于为公众接受。另一事例是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政府于2013年6月发布了六项促进民主决策和公众参与的制度，内容涉及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决定、实施后评估、跟踪反馈和纠错制度。依照《武陵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规定，征求公众意见应当综合考虑地域、职业、专业、受影响程度等因素，合理选择被征求意见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严禁决策承办部门包办公众意见，或者只听取赞成意见，漏报、瞒报公众意见。这些地方性制度创新结合了公众参与应有的公平性与效益性。

当然，公众参与决策事项也有局限，即依法不得公开或公开后不利于决策实施和社会稳定的事项，不适于引入公众参与。但是，对于哪些事项不得公开、哪些事项公开后可能引起实施受阻或社会失序，还应当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指向。单以政府规划而言，此类不宜公众参与的事项主要是涉及国家安全的战略规划和工程、科研项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3年11月发布的《关于城乡规划公开公示的规定》中，要求“城乡规划的公开公示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这反向解释了不宜公众参与的城乡规划事宜，如何理解此处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它们与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之间是并列关系还是传导关系，还有待讨论。

三、非正式参与

非正式参与是非依法定形式实施的、意在对规划事宜产生影响的参与。非正式参与有多种形式，比如通过非指定媒介发表个人观点、非法集会、静坐、越级上访、非法投邮宣传品、组织民间论坛、开办个人或社团网站等。这些形式与言论自由、技术传播、管制失范、自律不足等因素有关，既有非法因素，也有合理成分。对此，规划及相关部门应当区分不同情形，遏制非法性，汲取正当性。其中，政府在规划时未落实民主决策程序，或者在规划实施中违反规划立法要求，造成利益关系人或公众的合法权益受损，又缺乏及时适当的补救措施，是非正式参与的主要诱因。实践中，因征地拆迁补偿不足、对违反计划生育者处罚不当、对生态移民安置欠妥、对有害工程上马缺乏事先沟通等问题，常常会形成民怨，进而产生对抗，直至非正式参与。

2014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针对解决信访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一定程度上为政府规划提供了民主参与的示范。它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改革建议：一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信访发生，措施包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依法办事、改进工作作风，其中，提高科学民主决策水平涉及完善决策机制和程序、健全人民建议征集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决策纠错改正机制、落实决策责任追究制、把社会稳定评估作为重大决策出台的前置程序和刚性门槛等措施。二是畅通规范群众诉求渠道，措施包括健全诉求表达方式和办理方式、突出领导干部接访下访重点、完善联合接访、引导依法逐级反映诉求、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其中，诉求表达方式涵盖民生热线、视频接访、绿色邮政、信访代理等。三是建立信访突出问题工作机制，措施包括完善信访联席会议制、健全疑难信访问题工作机制、健全督查督办机制、健全信访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健全经常教育疏导机制。四是夯实基层基础，措施包括健全基层民主管理机制、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加大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力度，其中，健全基层民主管理机制要求落实党务公开、政府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制度。五是加强组织领导，措施包括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强化舆论宣传、加强信访干部建设。上述五方面不仅从形式上提出了解决非正式参与的方法，而且还提出了建立健全正式参与的基本路径，比如建议征集、依法办事、信息公开等。这些参与路径，也是民主规划应当符合的条件。


第七节 规划评估制度

如果说规划民主旨在体现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主体性意识，重视参与者的利益调和与价值差异的话，那么规划评估则意在通过专业机构与人员对政府决策的参与体现规划内涵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蕴意。当然，公众参与并非不追求科学规律，科学评估也并非纯粹的价值中立。在一定程度上，公众参与有助于促进规划的科学理性，淡化利益集团对规划导向的利益操控；科学评估也有助于呈现利益集团之间的价值分野，并且帮助政府选择满足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规划方案。基于此，上节关于公众参与的制度设计并不排除风险评估、届满评估等环节的嵌入。

目前的规划评估按照规划流程可主要分为三类：前期评估、中期评估、届满评估。

一、前期评估

前期评估是规划部门在编制规划前针对规划事项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行专业论证的活动，也称为前期评价、前期论证。其中，必要性评估在于评价规划事项是否适于政府管理、是否适于编制规划、是否有充分数据资料用于编制规划、编制规划是否合时宜等与编制权力和需求有关的问题，即从政府与社会需求两个角度进行供求关系分析。可行性评估在于评价编制与实施规划是否有立法依据、是否在经济上划算、是否可以实施、是否可以取得预期社会经济效益、是否可以消除负面效应等与规划成本和效益有关的问题，即从政府能力与社会效益两个角度进行投入产出关系分析。这种评估立足于历史数据和现实需求，也考虑到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是一种面向未来的趋势分析法。一些立法在必要性和可行性之外还增加了科学性，意图突出规划活动在自然、环境、生态等规律方面的可行性或不可行性，这种提法可以涵盖在可行性评估中。不过，从逆向规划角度出发，即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影响下以可用资源为优先考虑要件进行规划编制时，可以加强对规划事项的不可行性分析，此时，不可行性可以作为单独的评价内容。如果目前尚无法创造条件，则应当放弃当前的决策。这既是一个科学论证的过程，也是一个民主决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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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技计划项目的前期评估

依照科技部等四部委2002年发布的《国家科研计划课题评估评审暂行办法》，国家科研计划课题（项目）的确立与课题预算必须进行评估或评审。其中，课题立项评估或评审的主要内容包括课题立项的必要性、研究目标及技术路线的可行性、科技成果的应用或产业化前景等；课题预算评估或评审的主要内容包括与课题研究目标的相关性、与国家政策的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此处的评估是指具有科技评估能力的评估机构按照规范程序和公允标准对课题进行的专业化咨询和评判活动，评审是指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按照规范程序和公允标准对课题进行的咨询和评判活动。科研计划的归口部门应当与评估机构签订合同，约定评估目的、评估内容、评估进度、保密要求、评估结论用途及其公开范围、评估费用等。评估报告或评审意见是归口部门管理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2006年10月，科技部发布《科技部科技计划课题预算评估评审实施细则》，细化了预算评审评估工作，使其更具有操作性。依照《科技部科技计划课题预算评估评审实施细则》，课题经费预算评估的程序包括预算评估委托、形式审查、基本评估、重点评估、综合分析、报告形成与提交六个阶段。课题经费预算评审的程序包括评审委托或授权、形式审查、组建评审专家组、专家组评审、报告形成与提交五个阶段，课题预算评审工作一般通过会议方式组织。预算评估评审的内容包括预算来源和预算支出，重点是预算支出，主要审核预算是否符合各计划的管理规定，预算内容与课题合同任务是否相关以及课题预算涉及的价格、数量等方面的合理性。预算评估评审方法主要包括政策对比法、目标任务对比法、数据统计分析法、调查法、专家经验法、案例参照法和成果反推法。预算评估报告包括评估活动说明、课题概况、预算基本分析、总体结论等内容，报告附有课题预算存在的若干主要问题及其评估分析。预算评审报告包括课题预算分析、评审结论及评审活动说明等内容，除体现评审专家组的一致意见外，还必须对评审专家的不同意见做出说明。

（二）建设项目的前期评估

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2006年2月印发的《中央国家机关建设项目立项评估和初步设计评审管理办法（试行）》为例，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作为中央国家机关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具有专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评估单位）或组织专家对立项申请（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开展评估活动，也可以委托具有专业资格的中介机构（评审单位）或组织专家对初步设计进行评审活动。评估、评审单位对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经济性、安全性、节能性等逐项进行论证，提出项目评估、评审初步报告。

建设项目评估以项目的使用功能、建设内容、规模、标准、方案及投资估算为重点，主要包括下列内容：（1）项目建设的必要性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规定；（2）项目建设内容、规模是否符合中央国家机关中长期建设规划；（3）项目建设的基础条件、环境因素条件是否具备，能否保证项目实施；（4）项目的设计方案是否满足功能、内容、规模、标准的要求，设备选型是否合理、可行，技术方案是否安全、经济适用；（5）投资估算编制内容是否完整，编制依据是否合理、准确；（6）资金来源是否可靠，资金筹措方案是否可行；（7）项目组织管理与实施方案是否合理，是否符合项目主管部门的要求；（8）项目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环境影响分析是否合理。

建设项目评审在批准的项目建议书或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主要包括下列内容：（1）初步设计文件是否按照有关规定编制，设计内容是否完整，各专业设计深度是否满足相关要求；（2）初步设计的范围、内容、规模和标准是否符合批复要求；（3）各专业设计是否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要求，采用的设计方案是否经济、合理、可行；（4）初步设计概算编制内容是否完整，概算编制依据是否合理、准确。

（三）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对规划项目的编制与实施活动可能产生的各种不利影响进行的分析评价，用以确定是否确立规划项目以及如何规避不利后果。风险评估属于负面评估、反向评估，有助于降低规划项目的不确定性，提高规划决策的科学性。风险评估可以单独进行，也可以与其他评估合并进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风险评估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要程序，这促成了风险评估单独实施的趋向。为此，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风险评估管理了办法，明确了风险评估的适用范围、责任主体、评估程序、评估要求、评估责任等内容。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木垒县政府办公室2014年10月发布的《木垒县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办法》为例，《木垒县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办法》将风险评估作为“决定重大行政决策是否实施、延续、调整或者停止执行”的前提，拓展了评估适用的决策范围。依照《木垒县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办法》，风险评估实行“谁主管、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谁实施、谁负责”的原则，这一原则在规划权多头行使的情况下易造成责任不清的局面。在评估内容上，《木垒县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办法》要求评估报告包括总体评估、合法性评估、合理性评估、可行性评估、可控性评估，并且对社会稳定、环境保护、经济利益等方面的风险做出定性、定量的评价结论，提出防范、减缓或者化解处置预案，涵盖了“合法性审查”与“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内容。安徽省马鞍山市政府2014年12月发布的《马鞍山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办法》第11条规定，评估主体应将决策机关的决策意见和评估报告抄送市维稳部门、法治机构备案，这有助于实现政府部门之间的职能衔接。

（四）合法性审查

合法性审查是政府法制部门针对重大行政决策是否符合立法和政策要求实施的专门性审查，通常适用于重大决策文本提交法定机关审批之前。合法性审查的重点在于决策机关是否拥有决策权、决策程序是否合法、决策内容是否正当，特别是决策文本与相关文本是否存在冲突。当前，国家规划立法普遍未设立单独的合法性审查制度，而是将审查工作融入立项、专家论证、公众参与、规划衔接等程序中。

二、中期评估

中期评估是针对中长期规划的指标、项目和任务是否如期完成，以及是否调整规划目标进行的分析评价。中期评估是动态规划、渐进规划的要求，其结论有助于规划部门对规划目标和措施进行修正，以弥补不确定性导致的决策失误和风险。中期评估在专项规划中较早得到运用，比如科技部2000年发布的《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了“事中评估”类型，并将之定义为“在科技活动实施过程中对该活动是否按照约定的目标、计划执行，并对未来的发展态势所进行的评估”，“评估的目的在于发现问题，调整或修正目标与策略”。从“十一五”规划起，我国正式启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与专项规划的中期评估制度。

根据国家发改委2013年发布的《关于开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期评估的通知》，中期评估拟通过以下三种方法开展：全面评估和重点评估相结合、定性评估和定量评估相结合、自我评估和第三方评估相结合。在外部专家和研究机构的选择上，可通过定向委托或公开招标等形式选择国内外研究机构、智库或专家学者参加评估工作；此外，还将采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开展问卷调查和网络调查等方式，在不同层面开展评估工作。依照规定，中期评估内容侧重于四个方面：一是围绕主题主线的贯彻落实情况进行深入评估，重点分析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方式取得的进展，并对实施情况不力的成因进行分析，提出改进相关工作的政策建议。二是对24项主要指标特别是12项约束性指标的实际情况进行监测评价，包括指标实现的进度、完成五年目标的趋势判断等。三是对重大政策要求的落实情况进行重点分析，比如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等，并对相关政策举措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等进行深入分析。四是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式变化对“十二五”中后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何种影响等进行分析，提出进一步推动规划实施的对策建议，包括是否需要对规划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整和修订等。中期评估采用数据的截止时点为2013年6月30日。此外，《关于开展“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期评估的通知》还附有《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监测评估指标及评估方法》。2013年12月，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审议“十二五”规划纲要实施中期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实施进展顺利，24项主要指标大多数达到预期进度要求，但节能环保方面的部分约束性指标实现进度滞后，需要给予高度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审计机关长期以来对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实施跟踪审计制度，即对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实施、竣工交付等阶段实施审计。依照国家审计署2011年1月修订发布的《政府投资项目审计规定》，各级政府及其发展改革部门审批的政府重点投资项目是政府投资审计的重点。审计机关在真实性、合法性审计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检查和评价政府投资的绩效。依照江西省宜春市审计局2013年制定的《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操作规程》，政府投资项目实施阶段审计的主要内容包括经济合同履行情况，项目概算执行情况，内控制度建立与执行情况，建设资金到位情况，环境保护情况以及国家、省、市优惠政策落实情况等。这些内容也构成中期评估的审查内容，可以部分替代中期评估的功能。

中期评估后需要调整规划目标和措施的，相关预算也需进行调整。根据国务院2015年1月发布的《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意见》，财政部门要主动加强与其他部门的沟通协调，做好中期财政规划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及相关专项规划、区域规划的衔接工作。福建省政府在2015年9月发布的《关于实行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实施意见》中提出，中期财政规划因形势、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确需调整的，各部门应当在编制新一轮中期财政规划时，对需要调整的事项提出调整建议，按照中期财政规划的编制程序报批后实施。

三、届满评估

届满评估是规划期限届满时对规划目标完成情况及其综合效益进行的评价，属于“事后评估”。如果该规划具有连续性，那么届满评估可以成为下一轮规划的前期评估条件。为此，《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专设“跟踪评估”类型，适用于“在科技活动完成一段时间后的后效评估”，重点评估科技活动的整体效果，以及政策执行、目标制定、计划管理等方面的综合影响和经验，从而为后期的科技活动决策提供参考。与前期评估相比，届满评估用于揭示规划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规划实施效果与前期评估结论的符合程度。与中期评估相比，届满评估是对全部规划期内的实施情况的评价，它也可以反映中期评估建议的实际效果。此外，届满评估结果常常是政府绩效考核的必要内容。

以国家环境保护部2011年5月发布的《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方案》为例，《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方案》由六部分构成：一是评估依据，包括《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及其中期评估报告，以及《国家环境保护“十一五”规划》及其考核方案。二是评估目的，即重点解释清楚截至2010年年底《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的建设目标、主要任务、重点项目、保障措施等方面的完成情况，评估形成的实际工作能力，总结经验，分析规划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为编制《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二五”规划》奠定基础。三是评估原则，包括统筹兼顾、突出重点，自查为主、抽查为辅，定量为主、定性为辅。其中，对于能够量化的目标、主要任务、重点项目、资金投入，进行定量评估；对规划中涉及定性要求的指标，开展定性评估。四是评估内容，包括目标指标、主要任务、重点项目、资金投入、保障措施。五是评估方式与程序，包括前期筹备、开展自查、现场调研与座谈、抽查比对、综合评估，形成《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的评估报告。六是进度安排，包括准备、自查和综合评估三个阶段。《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中期评估方案》在实体上紧扣《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一五”规划》的核心内容，强调“任务完成”考核，同时兼有指导“十二五”规划编制的目的，为跨期规划衔接提供了依据和素材。我国在过往的10个五年计划和2个五年规划中，特别注重前后规划在问题、目标与措施方面的衔接，由此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中长期规划体系。这里提及的衔接离不开对规划的届满评估或监测。

对于规划项目的届满评估，国家发改委2014年9月通过的《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可作为一个例证。《中央政府投资项目后评价管理办法》所言的项目后评价，是指在投资项目竣工验收并投入使用或运营一定时间后，运用规范、科学、系统的评价方法与指标，将项目建成后所达到的实际效果与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含概算）文件及其审批文件的主要内容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差距及原因，总结经验教训，提出相应对策建议，并反馈到项目参与各方，以形成良性项目决策机制。国家发改委根据项目后评价年度计划，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工程咨询机构承担项目后评价任务。列入后评价年度计划的项目主要是具有重大影响、示范效应或者投资数额较大的项目，比如移民安置规模较大的项目、重大社会民生项目等。项目后评价应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主要包括逻辑框架法、调查法、对比法、专家打分法、综合指标体系评价法、项目成功度评价法。国家发改委通过项目后评价工作，认真总结同类项目的经验教训。后评价成果应成为规划制定、项目审批、资金安排、项目管理的重要参考依据。对于通过项目后评价发现的问题，有关部门、地方和项目单位应认真分析原因，提出改进意见，并报送国家发改委。



注释


[1]
 参见李景鹏：《科学决策的关键——通过不可行性论证的考验》，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1（2）。


第八节 规划责任制度

规划责任即规划法律责任，是规划当事各方依照立法和政策应当履行的义务以及违反规定义务时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划编制与实施中应当履行的义务，属于第一性责任；二是违反规划义务时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属于第二性责任。过去，由于对计划法存在误解，因而学者对规划责任也存在认识差异。比如，有观点认为规划责任存在“虚化”现象，可诉性不强，责任确定存在难度。
[1]

 还有观点认为，政府决策责任只限于违宪责任，本质上属于政治问题。
[2]

 这些观点多少对规划法律关系做了概化、简化处理，并没有通盘考虑规划过程的各个环节，以及各环节中具体的当事方及其关系。通过本章前七节的介绍可以发现，国家规划活动是以政府为主导、吸收社会各方面主体参与的公共决策过程，它既有公共管理的要素，也有社会参与的成分，是典型的“公私合作”、社会共治的样本。在此意义上，规划责任不只表现为简单的政府责任，还包括企业、个人、中介组织等的责任；即便是政府责任，也还有管理责任与财产责任、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之分。本章前几节主要涉及第一性责任，而本节主要介绍第二性责任。

一、责任主体

规划责任主体是参与规划管理活动的各当事人，主要包括政府及其部门、专业机构、专家、公众、利益团体、实施（项目）机构和个人、信息媒介。这些主体全过程或者阶段性地参与规划管理活动，与政府及其部门形成各种法律关系，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

（一）政府及其部门

政府及其部门是规划管理活动的第一责任主体，它们在规划过程的各环节履行不同职责，扮演不同角色，在违法违约时，承担政治、行政、民法、刑事等责任。

（1）规划编制前阶段的政府责任。规划编制前阶段，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法申请立项、开展前期调研论证，听取公众意见。此期间的政府责任如下。第一，上下级政府、政府部门以及同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之间依照职权关系形成规划领导管理关系，相关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如果不依法开展规划前期工作，那么就应当承担政治、行政责任。第二，政府及其部门委托专业机构和人员进行规划课题（项目）评价论证，或者委托编制规划文本初稿时，双方形成委托关系。委托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时，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三，政府及其部门通过政府采购与第三方形成委托关系的同时，也与财政部门形成政府采购管理关系。委托方违反预算管理规定时，应当承担行政责任。

（2）规划编制后阶段的政府责任。规划编制后阶段，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法公开规划文本意见稿、向有关机关征询意见、开展规划衔接、实施风险评估、接受合法性审查、向审批机关提交规划文本送审稿。此期间的政府责任如下。第一，政府及其部门与衔接主管部门、合法性审查部门、审批机关等部门形成行政管理关系，未及时衔接、未报送审查的，规划文本不得审批通过，政府及其部门也应承担政治、行政责任。第二，政府及其部门未及时公开规划文本意见稿的，应当依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承担行政责任；违反保密规定的，承担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第三，政府及其部门委托专家评估的，双方形成委托关系；政府及其部门未履行合同义务的，承担民事责任。

（3）规划审批公布阶段的政府责任。规划审批后，除法定情形外，应当依法公开；未公开的，政府及其部门承担行政责任。

（4）规划实施阶段的政府责任。规划文本进入实施阶段后，政府及其部门应当依法分解和落实指标、项目和任务，应当为落实规划目标提供配套措施，通过竞争性招标确定项目单位和个人，按期如实地提供预算支持，控制规划项目的实施，开展中期评估和跟踪审计，接受公众监督。此期间的政府责任如下。第一，政府及其部门在规划目标分解中形成行政管理关系和预算管理关系，区域合作中的政府之间形成管理合作关系和财政协作（含转移支付）关系，一方政府及部门未履行规定或约定义务的，承担行政责任，但部分责任具有违约责任属性。第二，政府及其部门与项目单位和个人之间形成PPP关系，政府及其部门未履行PPP合同义务的，承担行政、民事责任。第三，提供税收、金融、土地等便利措施的政府及其部门与项目单位和个人之间形成行政管理关系，前者不及时提供便利措施或者提供措施不当的，承担行政责任。第四，政府及其部门与评估机构形成委托关系，前者违约的，承担民事责任。第五，审计部门与规划部门、项目单位形成审计管理关系，前者违法的，承担行政责任。

（5）规划实施后阶段的政府责任。规划期限届满后，政府及其部门应当开展届满评估、审计，进行绩效考评。此期间的政府责任如下。第一，政府及其部门与评估机构之间形成委托关系，委托方违约的，承担民事责任。第二，政府及其部门与规划项目承担单位之间形成行政管理、民事关系，前者违法的，承担行政、民事责任。第三，政府及其部门与绩效考评对象之间形成行政、劳动关系，考评方违法违约的，承担行政责任。

（6）政府及其部门的领导人与工作人员的责任。在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的问责机制下，领导人是政府规划的第一责任人，承担政治、行政或刑事责任；参与规划编制的工作人员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承担行政、刑事或民事责任。

（二）专业机构

专业机构接受政府委托从事规划调研、编制、评估等业务时，与政府形成委托关系，依照《合同法》《预算法》《政府采购法》以及委托合同等的规定享有权利，履行义务。专业机构违反规定时，承担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

（三）专家

专家接受政府委托从事规划调研、评估等业务时，与政府形成委托关系，责任同专业机构类似，但是政府可以对专家采取个人性质的处罚，比如列入信用黑名单、禁入专家库等。

（四）公众

公众依法可以申请参与政府召开的座谈会、听证会，有权申请政府公开规划文本和信息，有权举报政府的不当规划行为，当其违反立法和政策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比如非法集会、散布不法信息等。

（五）利益团体

利益团体与政府直接或间接产生财产和社会管理关系，比如水利工程移民、城市拆迁户，其可以与政府签订拆迁安置补偿协议，或者申请参与规划决策，若其违法或违约，则承担行政、民事或刑事责任。

（六）实施（项目）机构和个人

规划实施机构和个人是依法或者依约履行规划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包括但不限于工程承包商、服务供应商、项目公司、个人。这些责任主体通过政府采购、特许经营、行政分配等方式，承担相应的规划指标、项目或任务，成为规划任务的直接责任人。当其违法违约时，承担相应的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

（七）信息媒介

信息媒介可以受托发布规划编制、实施的相关信息，比如工程招投标信息、评估机构遴选信息，与政府、项目主管单位等形成信息服务关系，当其违反规定发布信息或者提供不当信息服务时，应当承担民事、行政或刑事责任。

二、责任类型

依照现行规划立法以及相关立法的规定，规划责任的类型主要包括行政、民事、刑事责任以及党纪处分。

（一）规划行政责任

（1）政府及其部门的规划编制行政责任。各地方政府在重大行政决策立法中，普遍规定了政府及其部门的行政责任。比如，江西省南昌市政府2011年1月施行的《南昌市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办法》，将责任追究方式规定为责令做出书面检查、告诫、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扣发当年奖金、通报批评、给予行政处分。在其上位法《江西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中，还规定有根据实际情况做出继续执行、停止执行、暂缓执行或者修改决策的决定等行政处理方式。中共福建三明市委办公室、三明市政府办公室2011年发布的《三明市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问责暂行办法》区分了对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的问责方式，对前者适用责令做出书面检查整改、通报批评、责令公开道歉；对后者适用诫勉教育、责令做出书面检查整改、通报批评、效能告诫、责令公开道歉、当年年度考核确定为不称职或不合格、调离工作岗位或停职检查，以及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免职，辞退、劝退、解聘或取消录用、除名、开除等。这些规定不一的行政责任既有行政处理也有行政处分，可以适用于规划编制。

在规划专门立法中，关于规划编制行政责任的规定相对较少。比如，《江苏省发展规划条例》第34条规定，应当编制发展规划而未编制，违反法定权限和程序编制发展规划，或者擅自调整、修订发展规划的，由发展规划批准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陕西省规划管理暂行办法》第35条规定，未按照法定程序编制、审批、修改规划的，由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对有关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宁夏回族自治区空间发展战略规划条例》第25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或者其他责任人员擅自改变空间发展战略规划确定的空间布局，或者有其他违反空间发展战略规划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据职权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降级或者撤职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处分。显然，各地对于政府及其部门的规划行政责任规定尚缺乏统一安排。

（2）政府及其部门的规划实施行政责任。规划实施过程中，政府及其部门应当遵循有关规划、预算、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基本建设、审计等方面立法的规定，并依照规定承担行政责任。比如，《浙江省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第41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违法批准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或者违法拨付建设资金的，有权机关应当责令其限期纠正，并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江苏省发展规划条例》第35条规定，违反发展规划强制性、约束性规定的，由发展规划批准机关责令组织实施发展规划的责任单位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3）专业机构的规划行政责任。专业机构的行政责任通常与其提交的专业结论效力及其执业资格、准入能力有关。比如，《城乡规划法》第62条规定，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合同约定的规划编制费1倍以上2倍以下的罚款。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资质证书。《科技部科技计划课题预算评估评审实施细则》第65条规定，评估机构在评估活动中存在违规行为的，可视情节轻重，采取批评、通报、相关课题预算评估结果无效或取消该单位的评估资格等处理措施。

（4）专家的规划行政责任。专家的行政责任通常也与专业资质有关。比如，《深圳市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论证暂行办法》第23条规定，专家在咨询论证过程中弄虚作假、谋取私利、未能尽到保密义务、应当回避而没有回避或者存在其他严重违规情形的，应当将其行为记入有关专家诚信档案中，取消其继续担任本市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论证专家的资格并从专家库中除名。

（5）实施（项目）机构的规划行政责任。实施（项目）机构通常是规划指标与项目的承接单位，它们与政府部门签订有特许经营合同、建设工程合同、科技开发合同、责任合同书等协议，依照协议承担责任。比如，广东省监察厅、财政厅、审计厅于2014年4月联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项目（课题）经费监管的暂行规定》提出，科研项目组人员骗取、贪污、挪用、截留用于科研的财政性资金的，依照有关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的规定责令改正，追回有关财政性资金和违法所得，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并视情节取消项目负责人及主要成员1~3年申报资格；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第53条规定，特许经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严重危害公共利益，或者造成重大质量、安全事故或者突发环境事件的，有关部门应当责令限期改正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拒不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终止特许经营协议。

（二）规划民事责任

规划民事责任主要适用于和政府机关通过订立协议来履行特定规划事务的情形，比如中介组织接受委托开展规划评估、科研机构通过申报获得科技管理部门设立的科研项目、投资者取得特许经营资格等。规划民事责任的形式有赔礼道歉、采取补救措施、返还财产、支付违约金、支付赔偿金等。

（1）专业机构的民事责任。比如，《城乡规划法》第62条规定，规划编制单位违反国家有关标准编制城乡规划，或者未依法取得资质证书而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或者以欺骗手段取得资质证书承揽城乡规划编制工作，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实施（项目）机构的民事责任。比如，国家发改委2014年12月发布的《关于开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附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通用合同指南》，它提供了政府和社会投资者主体在项目合作中的合同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等示范条款，违约责任涉及投融资、前提工作、建设期、资产移交、运营期、项目移交等阶段的违约事宜。其第71条规定：项目合同应明确违约行为的承担方式，如继续履行、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及其他补救措施等。该规定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

（3）政府及其部门的民事责任。政府及其部门在编制和实施规划时，如果造成他人财产和人身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陕西省城市房屋拆迁补偿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拆迁人强行拆除被拆迁人房屋，给被拆迁人造成损失的，依法给予赔偿。

（4）单位和个人的民事责任。单位和个人违反规划立法政策，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比如，《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第59条规定，在淹没线以下擅自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杭州市地铁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第40条规定，对妨碍地铁建设工程实施的单位和个人，造成地铁建设工程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三）规划刑事责任

规划管理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承担刑事责任。规划刑事责任主要涉及泄密、玩忽职守、贪污、挪用公款、利益输送等方面的刑事责任。比如，科技部2000年12月发布的《科技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第33条规定，科技评估人员必须严格保守被评估项目的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将评估项目的有关文件、资料和数据以任何方式向他人提供。《刑法》第219条规定，违反约定或者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给商业秘密的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四）规划党纪处分

规划党纪处分是政府及其部门领导人违反规划立法造成重大决策失误时，依照党纪应当承担的处理后果。根据中共中央2015年10月印发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对党员的纪律处分种类有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109条规定：不顾群众意愿，盲目铺摊子、上项目，致使国家、集体或者群众财产和利益遭受较大损失的，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第111条规定：不按照规定公开党务、政务、厂务、村（居）务等，侵犯群众知情权，对直接责任者和领导责任者，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这两条均可适于规划编制与实施活动中的违纪行为。

三、责任机制

责任机制是追究规划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机构、措施及其运行系统。按照现行立法，规划责任机制主要包括监管、审计、公众监督、绩效评估、纠纷解决、监察。

（一）监管

监管是拥有规划监督权的部门或机构，对规划活动进行管理和监督，在此过程中发现违法行为，按规定予以处理。《惠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管理办法》第41条规定：总体规划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实施；区域规划由同级人民政府监督实施；专项规划由同级发展改革部门监督实施；发展改革部门负责编制的专项规划由同级人民政府监督实施。该规定明确了规划监管体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规划条例》第37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发展规划实施情况的检查，及时纠正违反发展规划的行为。该规定明确了监管部门的纠正权。按照现行规划管理体制，需要强化与不同政府事权相对应的规划指标落实机制，做到哪一级部门审批的规划强制性指标，就由哪一级部门负责监督落实。
[3]



（二）审计

审计是国家审计机关对与规划相关的活动开展政府审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时，按照规定予以处理。《政府投资项目审计规定》第11条规定，审计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对审计发现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处理处罚；对审计发现的需要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的违法违纪案件线索，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或纪检监察机关处理；对不属于审计管辖范围内的，应当依法由其他有关部门纠正、处理处罚的事项，移送有关部门处理。审计机关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审计机关与纪检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的案件线索移送、协查和信息共享的协调沟通机制，发挥监督合力。

（三）公众监督

公众监督是公众通过投诉、举报等方式，对违反规划立法的行为进行监督，为主管机关依法查处违法行为提供帮助。《云南省发展规划条例》第29条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下级发展规划与上级发展规划存在矛盾的，可以向批准机关提出修改建议，批准机关应当及时处理并回复；认为同级发展规划之间存在矛盾的，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修改建议，本级人民政府交发展改革部门及时处理并回复。

（四）绩效评估

绩效评估责任部门在评估规划指标、项目与任务完成情况时，对其间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按照规定予以处理。《江苏省人民政府部门绩效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对绩效评估确定为“诫勉”的部门，其主要领导向省绩效管理领导小组提交书面报告；连续两年被确定为“诫勉”的，对其主要领导进行诫勉谈话。对存在违规决策、执行不力、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等问题，以及出现重大工作失误、发生重大责任事故、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按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实行问责。

（五）纠纷解决

纠纷解决是规划法律关系当事人通过和解、调解、仲裁、诉讼等方式，对违法违规行为造成的损失予以弥补，或者对违法违规当事人追究责任。《行政诉讼法》第12条规定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决政府机关承担责任的事由，包括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以及认为行政机关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协议等协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33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公众通过纠纷解决途径，可以督促规划部门合法履行规划职责。

（六）监察

监察是国家专门机关对政府领导人和公务员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以督促政府依法履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9年6月联合发布的《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第12条规定，对因检举、控告、处理重大事故事件、查办案件、审计或者其他方式发现的党政领导干部应当问责的线索，纪检监察机关按照权限和程序进行调查后，对需要实行问责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向问责决定机关提出问责建议。广东省惠州市政府2012年8月发布的《惠州市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第59条规定，政府有关部门未按规定审批政府投资项目的规划、用地、环评、水务、林业、航道、地震、水文等，造成重大损失的，责令限期纠正，并由监察部门根据其情节轻重，依法追究部门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注释


[1]
 参见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3版，119~121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2]
 参见唐娟、侯伊莎：《论政府决策的责任追究》，载《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3（1）。


[3]
 参见建设部课题组：《完善规划指标体系研究》，67页，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第四章 国家规划制度专题

第三章着重从静态的制度构建层面归总出国家规划的基本制度，呈现出规划实践背后的规则框架和体系。本章选择部分特殊规划事例，从动态和操作层面阐述国家规划的多元样态，为规划制度提供更完善的事实素材。这些特殊规划事例作为分析样本，从不同视角呈现规划制度运行的机理及其复杂性。


第一节 “一带一路”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是以习近平为领导的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的、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为引领的洲际全方位战略合作框架。“一带”指“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商业贸易路线，分为陆路和海洋两大路线。陆上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因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而形成其基本干道，途经现代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富汗、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希腊、意大利等国，德国地理学家瑞希豪芬（Richthofen）于19世纪70年代将其命名为“the Silk Road”。海上丝绸之路始于西汉，以南海为中心，途经东南亚、马六甲海峡、印度洋、红海、波斯湾，将亚洲、非洲、欧洲等地的贸易联系起来。丝绸之路促进了古代中国与欧亚非大陆国家在商品、文化、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与融合。

一、战略形成

（一）“一带”战略的提出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他提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我们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先做起来，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这几个方面包括：（1）加强政策沟通。各国可以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协商制定推进区域合作的规划和措施，在政策和法律上为区域经济融合“开绿灯”。（2）加强道路联通。积极探讨完善跨境交通基础设施，逐步形成连接东亚、西亚、南亚的交通运输网络，为各国经济发展和人员往来提供便利。（3）加强贸易畅通。各方应该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问题进行探讨并做出适当安排，消除贸易壁垒，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提高区域经济循环速度和质量，实现互利共赢。（4）加强货币流通。如果各国在经常项下和资本项下实现本币兑换和结算，那么就可以大大降低流通成本，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提高本地区经济的国际竞争力。（5）加强民心相通，为开展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二）“一路”战略的提出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了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他说：“早在2000多年前的中国汉代，两国人民就克服大海的阻隔，打开了往来的大门。15世纪初，中国明代著名航海家郑和七次远洋航海，每次都到访印尼群岛，足迹遍及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等地，留下了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佳话，许多都传诵至今。”“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三）“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广

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简称亚信峰会）上指出：“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与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践行亲、诚、惠、容理念，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亚洲国家。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2014年11月8日，习近平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做了题为“联通引领发展伙伴聚焦合作”的讲话，他说：“去年秋天，我代表中国政府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在座各国领导人积极回应。‘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为深化合作，他提出了五点建议：（1）以亚洲国家为重点方向，率先实现亚洲互联互通。（2）以经济走廊为依托，建立亚洲互联互通的基本框架。（3）以交通基础设施为突破，实现亚洲互联互通的早期收获。中方高度重视联通中国和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缅甸、老挝、柬埔寨、蒙古国、塔吉克斯坦等邻国的铁路、公路项目，将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优先部署。（4）以建设融资平台为抓手，打破亚洲互联互通的瓶颈。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5）以人文交流为纽带，夯实亚洲互联互通的社会根基。中国鼓励加强各国文化交流和民间往来，鼓励更多亚洲国家地方省区市建立合作关系。会后，与会八国在北京发布了《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联合新闻公报》。《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联合新闻公报》指出：“我们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我们致力于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

（四）“一带一路”战略的确立

2015年3月28日，经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一带一路”规划》）。该文本由八部分构成：时代背景、共建原则、框架思路、合作重点、合作机制、中国各地方开放态势、中国积极行动、共创美好未来。该文本提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一带”重点畅通“中国—中亚—俄罗斯—欧洲（波罗的海）”、“中国—中亚—西亚—波斯湾、地中海”、“中国—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一路”的重点方向是“中国沿海港口—南海—印度洋—欧洲”、“中国沿海港口—南海—南太平洋”，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合作重点是习近平在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时提及的五个方面：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合作机制是现有双边、多边以及民间的合作平台。地方层面也将发挥比较优势，加强东中西互动合作，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

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一带一路”战略纳入区域发展规划的重要位置，提出“以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为基础，以‘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为引领，形成沿海沿江沿线经济带为主的纵向横向经济轴带”。针对“一带一路”建设，《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从三个方面做出了规定：（1）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以企业为主体，实行市场化运作，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的全面开放新格局。（2）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国际大通道建设，共同建设国际经济合作走廊；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提高就地加工转化率；共建境外产业集聚区，推动建立当地产业体系，广泛开展教育、科技、文化、旅游、卫生、环保等领域的合作，造福当地民众。（3）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建设，发挥丝路基金作用，吸引国际资金共建开放多元共赢的金融合作平台。

二、战略实施

“一带一路”战略实践已经在国际国内两个层面展开。

（一）国际层面

（1）基础设施合作。2013年2月，中国海外港口控股公司从新加坡港务集团手中接过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建设项目，负责连接港口和海岸线的高速公路、防波堤、锚地疏浚、自贸区等项目的建设。2015年10月，印度尼西亚国企联合体与中国企业联合体在雅加达签署组建中印尼合资公司协议，负责雅加达至万隆高速铁路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2）产业合作。2014年5月，中俄签署《中俄东线天然气购销合同》，合同期为30年。2014年9月，俄罗斯境内“西伯利亚力量”管道开工建设。2015年6月，中国境内段在黑河开工。

（3）金融合作。2015年6月29日，来自五大洲的57个意向创始成员在北京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旨在促进亚洲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015年7月21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在上海开业，主要资助金砖国家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4）贸易合作。2014年9月，中国内陆地区首批国际邮包搭乘“渝新欧”班列从重庆运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开创了中欧班列运输国际邮包的先河。2015年6月，“渝新欧”国际班列承担首批跨境电商回程货运，将从德国进口的物品运回重庆。

（二）国内层面

2014年10月，由江苏省发起成立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物流联动发展合作联盟”在连云港成立，该联盟依托陇海兰新铁路，涵盖29个节点城市，逐步建立统一、开放的合作平台。2014年10月，首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在陕西西安举行。2015年4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落实“一带一路”发展战略要求做好税收服务与管理工作的通知》。2015年5月，海关总署制定了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方案，将“一带一路”的规划中涉及海关的相关内容细化成具体、可操作的16项举措。2015年6月，广东省政府印发《广东省参与建设“一带一路”的实施方案》，提出将广东打造成“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经贸合作中心和重要引擎。

三、评述

与传统国家战略相比，“一带一路”战略是具有显著国际特色的规划。它虽然以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为内生动力，但却将发展主题置于国际视野，强调本国发展与毗邻国家、地区发展的共生关系，从对国家共同体的关切过渡到对区域共同体乃至于世界共同体的关切。这一战略视野，既符合我国国家发展的要求，也符合“一带一路”经济地图上各节点国家与地区的发展要求。比如，我国对能源需求的外向型依赖、对高新技术的对外推广、对战略伙伴的国际援助、对中华文明的国际馈赠、对生态环境的国际共治、对地区冲突的和平调处等，这些带有强烈区域性或国际性的发展问题，要求我们突破本土化思维，运用国际方法予以解决。当其反映进国家发展战略时，便呈现出一种新型的规划理念、文本与实践。

“一带一路”战略将对我国规划制度及其实践产生以下影响：

其一，它将拓展政府编制与实施规划的领域与范围，要求政府将更多国际性因素纳入社会治理过程中。为此，政府应当学习、吸纳新知识，熟悉、了解“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国情，加强国家间交流与合作。

其二，它将推动区域规划的发展与繁荣，提高区域经济社会管理的一体化水平。为此，地方政府不仅要探索跨行政区域共治的模式与经验，而且还需要探索跨国界合作的道路。

其三，它将带动更多的社会参与进入国家治理的过程，提升决策民主的层次和水平。其中，市场主导、政府保障的“双层治理”模式将与政府职能转变的走向形成契合，国家治理也将与“一带一路”运行机制形成内在的统一。


第二节 “一国两制”框架下的澳门规划
[1]



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澳门结束葡萄牙的统治，开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此前，国家在“九五”计划中指出，香港澳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纳入中央政府的规划”。不过，我国从“八五”计划起，一直将港澳事务写入中长期规划，表达中央政府对国家战略全局的通盘考量。与此同时，澳门自回归以来，积极倡导“远交近融”、“共存共荣”的理念，主动将澳门社会经济事务与国家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创造了“一国两制”构想下实现“两制”协同的新模式。

一、国家规划关切澳门发展

（一）“十五”计划对澳门发展的关切

“十五”计划文本在序言中表明：“香港、澳门回到祖国怀抱，‘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得到全面贯彻执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取得历史性进展”。“十五”计划在第26章“创新实施机制，保障实现规划目标”中，对澳门问题做出了两个方面安排：一是继续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全力支持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施政，维护澳门的长期繁荣稳定；二是加强港澳台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及交流。

“十五”计划期间，中央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于2003年10月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依照CEPA，内地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贸易投资便利化三个方面为澳门提供便利且与其加强合作。2004年6月，首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在香港、澳门、广州三地举行，内地九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区政府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俗称“9＋2”框架协议）。该协议是澳门回归祖国后，在政府层面实践“一国两制”的重要创新形式。一方面，它实现了“一国”框架下特别行政区与内地地方政府之间的制度化合作；另一方面，它在“两制”框架下促进了基本法、CEPA以及内地全国性法律之间的彼此认可与接纳，还通过具体合作协议框架和项目将“两制”融合于实践。

（二）“十一五”规划对澳门发展的关切

“十一五”规划如同“十五”计划一样，依旧将港澳问题纳入规划文本的规划管理体制部分，并置于文本结尾处。该规划文本对澳门事务做了如下安排：一是原则性地表明“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二是坚持澳门高度自治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推动内地同澳门在经贸、科教、文卫等领域的交流合作，继续实施CEPA，加强内地和澳门在基础设施、产业、资源利用、环保等方面的合作。三是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十一五”规划期间，国家发改委于2008年12月发布《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年）》（简称《珠三角规划》），国务院于2009年6月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简称《横琴规划》）。《珠三角规划》旨在依靠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创新优势，发挥其对全国的辐射带动和先行示范作用，“以广东省的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惠州和肇庆为主体，辐射泛珠江三角洲，并将与港澳紧密合作的相关内容纳入规划”。《横琴规划》以开发面积为106.46平方公里的横琴岛为规划对象，旨在通过创新合作机制与管理模式，共同打造跨界合作创新区，弥补澳门土地资源与劳动力资源短缺的劣势，改变澳门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克服市场发育程度和相关管理制度的差异。

（三）“十二五”规划对澳门发展的关切

“十二五”规划文本首次将港澳以及台湾问题作为单独一篇“深化合作建设中华民族共同家园”。本篇涉及澳门事务的有三个方面：一是支持港澳巩固提升竞争优势；二是支持港澳培育新兴产业；三是深化内地与港澳的经济合作。规划文本还通过专栏方式列举了涉澳项目：港珠澳大桥、珠海横琴岛新区开发。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指引下，广东省人大2011年1月审议批准的《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专设“互利共赢深化粤港澳合作”一篇，明确了广东省在服务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共建珠三角优质生活圈以及创新合作方面的举措。同样，福建省人大2011年1月审议批准的《福建省“十二五”规划纲要》在“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一章中也专列“深化闽港闽粤合作”，提出要“充分发挥澳门与欧盟、葡语系国家等地区的联系平台和娱乐、经贸、商务、酒店、金融等行业发展的服务平台作用，进一步提升闽澳在商务、中小企业、旅游和服务业等方面的合作层次和水平”。

“十二五”规划期间，粤澳合作进一步得以落实。2011年3月，广东省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粤澳合作框架协议》（简称《粤澳合作协议》），明确了合作定位、原则以及2015年、2020年分阶段目标，具体规定了合作开发横琴岛、产业协同发展、基础设施和便利通关、社会公共服务、区域合作规划五方面的问题。针对每一问题，该协议明确了工作重点、政策导向和举措。此外，该协议第七章“机制安排”创新了五个层次的粤澳合作机制，即高层会晤、联席会议、工作机构、咨询机制、民间合作。为促进协议事项的落实，粤澳双方每年需提出年度工作重点，经双方协商后按照情况共同或者各自推动落实。与《珠三角规划》《横琴规划》相比，《粤澳合作协议》是粤澳两地政府为实施国家级规划而达成的协议，它既具有合同的属性，又具有管理的因素，是一种典型的政府间合作协议。2014年12月，商务部与澳门特区财政经济司在澳门签署了《〈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与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简称《CEPA粤澳贸易自由化协议》），对绝大多数产业部门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开放方式予以推进。《CEPA粤澳贸易自由化协议》附件的所有措施仅适用于广东省和澳门之间的服务贸易，具有显著的区域政策特征。

（四）“十三五”规划对澳门发展的关切

根据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2015年10月29日通过的《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三五”规划对澳门事务做了以下三方面安排：一是深化内地和澳门的合作发展。发挥澳门独特优势，提升澳门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二是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三是加大内地对港澳的开放力度，加快前海、南沙、横琴等粤港澳合作平台建设；加深内地同港澳在社会、民生、科技、文化、教育、环保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深化泛珠三角等区域合作。可见，运用区域合作平台全面深化澳门与内地的合作是“十三五”规划对澳门事务的关切。

二、澳门治理回应国家规划

相较于内地的规划体制，澳门传统上缺乏系统的中长期规划。
[2]

 由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及各部门依法发布的年度施政报告构成了澳门实施国家规划的重要依据。正如特首何厚铧在2000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提及的：“作为特区成立之后第一份全面性的政府政策文献，施政报告的准备和提出，是‘一国两制’在澳门实施的重要体现。施政报告进入特区的政治生活，代表着我们用务实的精神和前瞻的态度，有计划地展开‘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长远事业”
[3]

 。这一表达既表明了施政报告的政策性和规划性，也释明了施政报告与“一国两制”的关系。

（一）2001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01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提出：“在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中，加强区域合作是我们的优先考虑”，“从地缘和效益角度出发，我们会在互补互惠的基础上，首先加强与临近地区，尤其是广东西部地区、珠海和香港在旅游、经贸以至出口加工等方面的合作”
[4]

 。特首在总结2001年工作时指出：“除促进两地日常事务的沟通合作外，双方正逐步开展前瞻性的合作研究和规划。”
[5]



（二）2002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02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专设“发展对外关系，加强区域合作”一节
[6]

 ，提出“我们注意到，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出现加速整合的态势，澳门应当以积极开放的态度予以配合”。该报告总结指出：“推动区域合作、发挥内地因素的作用，是我们长远的战略考虑，关系着澳门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三）200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0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首先提出“落实经济发展规划”，“将尽力争取中央政府、广东省和珠海市政府的支持配合，推动跨境工业区计划的落实”。紧接着便提出“加强区域合作深度”，明确提出“澳门必须走对外合作之路”，“在经济上与邻近地区融为一体，更是特区中长期的发展战略目标”
[7]

 。该报告进一步指出，经济事务绝非区域合作的唯一组成部分，澳门还必须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与邻近地区在文化、教育、旅游、治安、医疗、基建等各方面的全方位合作，促进彼此受惠程度的不断提高”
[8]

 。

（四）2004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04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在两处提及与内地经济的关系：一处是在“促进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部分提及的“澳珠跨境工业区”方案将获得中央批准，相关的基建工程和法规制定将全面展开；另一处是专设“把握CEPA机遇，加强区域合作”部分
[9]

 ，提出“作为一个外向型的微型经济体系，澳门特区具有相当明显的对外依存特点”，CEPA的正式签署，大大加快了内地和澳门的经济融合。

（五）2005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05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指出：“过去五年的施政经验充分证明，对外合作是澳门特区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远交近融，是一个长期的发展战略，同时又是一个务实推进的施政过程。”“在不断优化自身生活环境的同时，还务必建立区域共存共荣的观念，积极参与文教、科技、治安、环保等各方面的区域合作。”
[10]

 该报告提出的“远交近融”、“共存共荣”成为“两制”条件下澳门政府务实推进区域合作的指导方略。

（六）2006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06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在“推进远交近融，彰显平台特色”部分重点就CEPA的影响做了说明，即“CEPA补充协议二的签署，使澳门与内地经贸关系的密切程度再晋新高”，“CEPA的推进，也为区域合作的深化提供了有利条件”
[11]

 。

（七）2007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07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在施政要点部分阐述了“继续积极推进区域合作”的思路，“积极深化与珠三角地区，尤其是粤、闽等邻近省份的战略合作”，“推动澳门企业与内地和其他邻近地区的企业结成伙伴，强化与葡语系国家的多边经贸合作，将是未来的施政重点”
[12]

 。

（八）2008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08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内地经济的考量有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在重点阐述部分将内地经济置于首要位置，并且分促进适度多元、深化区域合作两个主题予以介绍；二是首次明确提出配合落实中央五年规划。报告提出：“明年，特区政府将配合国家‘十一五’规划的精神及其提供的机遇，根据澳门发展的实际需要，透过推进综合旅游、优化经贸平台、发展相关服务行业、推动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几个层次，加大适度多元化的推进力度。”
[13]

 该报告在总结2007年工作时指出：“特区发展整体成就的规模和深度，是我们以前无法想象的。这从根本上归功于‘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归功于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全体市民的奋斗。”
[14]



（九）2009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09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在第一部分“调整经济策略，强化适度多元”中提出“有效推进珠澳跨境工业区发展规划，继续引进有利于澳门工业升级和多元化的项目”，“完善区域合作规划，加大跟进力度”。此外，该报告在民生工程方面提出“积极拓展在产业、商贸、交通基建、民生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推动粤澳两地先行先试，加快启动横琴岛的联合开发”
[15]

 。该报告还提出抓紧完善《澳门城市概念性规划纲要》，引进区域合作、规划合作思维，构建现代化、科学化的城市规划体系。

（十）2010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10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由新任行政长官崔世安做出，主题是“协调发展，和谐共进”。该报告专设“区域合作互补共赢，澳台关系正常发展”部分，再次提出对中央规划的配合，即“我们将提升各部门参与区域合作的主动性和跟进力，整合政府和民间力量，及时把握区域合作新机遇，积极配合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
[16]

 。该报告认为，当前是澳门特区融合区域共同发展的黄金时期，《珠三角规划》《横琴规划》在近期公布和落实，充分展现出“一国两制”的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珠澳合作也已驶进快车道，特区将积极落实两地政府达成的“基建对接、通关便利、产业合作、服务一体”的共识，加快珠澳同城化的发展步伐。

（十一）2011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11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的主题是“落实科学施政，规划发展蓝图”，表明澳门政府开始将科学规划理念纳入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的全过程。该报告在第二部分“推动区域合作发展，实现经济适度多元”指出，《珠三角规划》首次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明确了澳门行政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为此，澳门政府将积极展开相关范畴的研究，广泛听取居民和专业团体的意见，逐步制定相关的公共政策和发展规划。该部分分为“发掘本地旅游资源”、“巩固本地经济特色”和“促进区域合作联动”三个主题。其中，第三个主题明确提出：“特区未来的发展必定要与国家‘十二五’规划紧密配合。”
[17]

 为落实《珠三角规划》和《横琴规划》，特区将加强与粤港的合作，拓宽合作层面，突出合作重点，落实先行先试，促进互补共赢。

（十二）2012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规划的回应

2012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回顾2011年工作成果时指出：“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特区加快了经济适度多元化的步伐，落实执行《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两地政府共同制定并签署了《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推进两地在经济、社会和民生等领域的合作，加强重大基础设施对接，并已成立了专门的跟进工作小组。”
[18]

 这一表述说明，澳门已经主动融入国家规划体系并积极采取对接措施，将国家规划作为行政决策的必要依据。与此同时，采用规划方式处理社会事务的管理模式也在2012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多处出现，比如首次公布施政年度的立法计划、编制《非高等教育发展十年规划（2011—2020年）》、落实《澳门环境保护规划（2010—2020年）》、依照“澳门节水规划大纲”有序推进再生水利用等。

（十三）201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发展的关注

2013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在“区域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部分，明确了对中央规划、CEPA、《粤澳合作协议》、“中葡经贸合作论坛”等领域进一步需要展开的工作，同时提出要“进一步发挥政府既有机制和民间密切往来的协同作用”
[19]

 。针对这些工作，该报告还附有工作时间表，规定预计开展时间和完成时间，比如在落实《粤澳合作协议》方面，按照每年粤澳双方订立的当年重点工作，推进经贸投资领域的各项合作；落实与广东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签署的《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和《帮助澳资企业开拓国内市场战略合作协议》。这些规划目标的细化安排，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中央规划的编制技术。

（十四）2014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发展的关注

2014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在第一部分开头提出：“我们要脚踏实地、排难克困，认真协调短、中、长期计划之间的关系，努力发挥长效机制的效益”
[20]

 ，启动“精英培养计划”、“专才激励计划”、“应用人才促进计划”等人才培养长效机制，对低收入人士继续推行“积极人生服务计划”、“社区就业辅助计划”。该报告第二部分提出在培养会展、文化创意、物流等行业方面将推出“国际性会议及专业展览支持计划”，对扶持中小企业将推出“中小企业网站自主计划”，并将继续支持“扶持中小微型饮食特色老店计划”，继续实施“环保、节能产品和设备自主计划”。这些目标设定，凸显了澳门对规划体系的接纳与积极实践。在加强区域合作、落实《粤澳合作协议》方面，将首先全力推进横琴、南沙等重点区域的合作，有序展开与中山、深圳及其他城市的合作；在与南沙合作方面，将积极参建南沙CEPA先行先试综合示范区。

（十五）2015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国家发展的关注

2015年是澳门特区第四届政府开局之年，2015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的主题是“统筹规划，稳健发展，汇聚民智，同创新篇”。在“建设宜居城市，共享优质生活”部分，该报告提出制定中期建设计划，筹划制定“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五年计划”，要求“规划体现顶层决定性、整体关联性和实际可操作性”，并且要求“未来各范畴的年度施政计划必须以五年计划为目标，规划执行的成效亦将与绩效管理制度结合起来”
[21]

 。可以说，澳门特区政府在观念和决策方式上已经确立了五年计划制度，该制度在时间序列上将会与中央政府的五年规划保持同步，但又不乏其动态调整性。而且，澳门对规划的“三性要求”，符合科学规划管理的原则，特别是“关联性”与“可操作性”，真正击中了规划管理的要害。该报告在区域合作部分，提出要“运用大文化、大格局的概念，延伸构建中国与葡语国家多元合作服务大平台”，“联结国家‘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方向”。此处提及的“大文化”、“大格局”概念开始凸显澳门发展的全球化视野，符合中央政府十八大以来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描绘的蓝图。

三、评述

前面简要介绍了澳门特区行政长官15份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对中央规划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关注和回应，从中可以察觉澳门特别行政区规划理念与实践形成的下列特点。

其一，执政报告提出的“区域合作”模式折射出澳门特区政府“远交近融”、“共存共荣”的一体化、共同体意识，这促使其总是能够积极主动接纳、回应并实践中央政府出台的规划与政策文件，为“一国两制”的具体实现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实施框架。

其二，执政报告对中央政府规划与政策的关注保持同步性，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澳门回归后，中央政府对澳政策由抽象到具体、由简单到复杂、由宣示到务实。与此同时，澳门政府从自身的发展出发，不仅及时回应中央决策，而且还积极从自身的优势与实际问题着手，主动倡导“远交近融”，提出粤澳合作、葡语系商贸合作、粤珠跨境工业区合作以及横琴岛合作机制等，为“两制”条件下消除“两制”差异、实现“一国”整体利益不断探索新机制、新方法。当前，《珠三角规划》、中央五年规划、《横琴规划》、CEPA、《粤澳合作协议》等已经成为澳门特区政府与内地合作的重要决策依据。

其三，澳门特区政府在接纳、回应与落实国家“十一五”规划、“十二五”规划以及区域规划的过程中，逐步在立法、经济、就业、教育、福利等方面建立起短、中、长期规划体系，并且于2015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中提出了五年计划思路，这表明规划制度、体制和文化在澳门已初现端倪，且有利于完善和创新澳门特区政府治理体制，提高政府管理的科学性。

其四，澳门特区政府在构建自身规划制度的实践过程中，不是简单回应中央规划与政策，而是从本地实际情况和社会发展出发，突出规划的纲领性、衔接性和可操作性，击中了规划管理的要害。在规划文本设计中，不仅安排了各领域年度重点工作，而且还明确了工作时间表和预算分配，将政府事权与财权有机统合，呈现出服务政府、透明政府的姿态。这种理念和技术值得中央政府与内地地方政府借鉴和推广，以推动澳门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内地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与交融，实现“两制”条件下政府治理的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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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世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二零一零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二零一零年三月十六日）.见http://portal.gov.mo/web/guest/govinfo/policy-address，2015-09-10。


[17]
 崔世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二〇一一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六日）.见http://portal.gov.mo/web/guest/govinfo/policy-address，2015-09-10。


[18]
 崔世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二〇一二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见http://portal.gov.mo/web/guest/govinfo/policy-address，2015-09-10。


[19]
 崔世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二〇一三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见http://portal.gov.mo/web/guest/govinfo/policy-address，2015-09-10。


[20]
 崔世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二〇一四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见http://portal.gov.mo/web/guest/govinfo/policy-address，2015-09-10。


[21]
 崔世安.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二〇一五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三日）.见http://portal.gov.mo/web/guest/govinfo/policy-address，2015-09-10。


第三节 气候变化规划：美国文本
[1]



气候变化是全球关注的共同话题。依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当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按照议定时间表采取减排措施以及适应措施。美国作为世界强国，长期追求自由、民主、公平的社会价值，力求最小限度地干预市场和社会治理。但是，美国并非与规划绝缘。自1930年代的大衰退起，美国政府介入市场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程度也在逐渐提升，政府规划通过总统施政报告和国家各类规划项目、政策等形式，直接引导政府行为。在规划编制技术上，美国式规划文本讲究编制依据合法、问题论证清晰、措施可行得当、部际合作协同、责任分解明确、任务进度有序，因此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可问责性。

一、《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13》

《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13》
[2]

 由总统行政办公室发布，分为以下三部分。

（一）减少碳污染

（1）利用清洁能源，涉及发电厂减少碳污染、促进可再生能源领先地位、启动清洁能源创新的长期投资。

（2）构建21世纪运输业，涉及提高燃油率标准、创新和利用先进运输技术。

（3）减少家居、商业和工厂的能源耗用，即减少能源支出。

（4）减少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包括遏制氢氯氟化碳、甲醇的排放，保持森林碳汇功能。

（5）联邦层面的优先示范，包括使用清洁能源和提高能效两个方面。

（二）预防气候变化的影响

（1）构建强大安全的社区和基础设施，包括要求政府机构支持气候适应投资，组建州、地方以及族群应对气候特别小组，支持社区预防准备，提高建筑物和基础设施的适应性，“桑迪飓风”的灾后重建及教训吸取。

（2）保护经济和自然资源，包括确认重要产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脆弱性、提高健康适应能力、保护土地和水资源、保持农业可持续发展、干旱管理、减小森林火灾风险、应对未来洪涝灾害。

（3）运用可靠科技管理气候影响，包括开发应对气候变化的科技、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启动气候数据项目、提供气候适应工具箱。

（三）主导解决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

（1）联合其他国家采取应对行动，包括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多边接触、拓展与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双边合作、消除短期气候污染、减少荒漠化和森林退化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推广清洁能源利用以及降低能源消耗、就环境产品与服务的全球自由贸易进行磋商、主导全球范围针对清洁能源的公共融资、促进气候金融等。

（2）通过国际磋商主导气候问题的解决。

二、美国农业部《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

《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
[3]

 汇总了美国农业部11个机构和办公室的工作计划，详细规定了脆弱性评估，审查了美国农业部应对气候变化的使命，提供了适应气候变化的具体行动和步骤。《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将推动奥巴马总统的《优先议程》
[4]

 和《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13》的落实。

（一）《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主体框架

《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分为以下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政策框架，包括美国农业部的职能和使命、背景、行政指令、政策等。其中，专项战略规划基础有行政命令13514号（2009年）、《2013年农业部战略性可持续计划》、美国农业部规章1070-001号（2011年）、《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13》。

第二部分：气候变化风险规划，包括脆弱性评估、气候变化对美国农业部职能的影响、气候变化对农产品的影响、气候变化对森林的影响、气候变化对美国农业和森林产业的经济影响、风险与脆弱性的分部门评估、部际合作。其中，部际合作涉及气候预防和适应理事会、全球气候变化研究项目、国家气候评估、国家渔类与野生动植物气候适应战略、美国农业部与国家海洋大气局合作备忘录、美国农业部农业空气质量工作小组、联合火灾项目、国家部际火灾中心。

第三部分：气候变化预防和适应的信息、数据、工具供应。

第四部分：改善支持气候投资的联邦项目。

第五部分：美国农业部适应行动日程。

美国农业部适应行动日程采用附录表格的形式，将行动方案涉及的关键要素一一列清，包括行动描述、项目目标、主管部门、风险描述、范围、时间表、落实方法、绩效指标、部际合作、资源提示、挑战提示、完成时间。这些要素使得行动计划具有极强的操作性，便于规划义务和责任的落实。

现将三个行动日程安排的要点列举如下（见表4—1）。

表4—1 适应行动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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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0”气候体制是欧盟首脑会议2008年12月通过的《气候行动和可再生能源一揽子行动》，核心内容是承诺到2020年欧盟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20%。参见滕云：《浅析世界主要国家近期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及政策》，载《电器工业》，2011（9）。

第六部分：美国农业部分部门适应气候变化计划。

（二）《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之分部门计划

分部门计划一共11项，基本情况如下。

（1）分部门计划1：《农业研究服务局气候变化适应计划文件2014》。农业研究服务局拥有约6200名雇员，含2200名科学家和博士后，他们在90个国内外场所从事800个项目的研究。当前的战略计划主要涉及四个目标领域：营养、食品安全和质量；自然资源和可持续农业体系；农产品生产和保护；动物产品和保护。

（2）分部门计划2：《动植物卫生防疫服务局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其战略目标有四：一是支持农村社区；二是保护森林、牧场和私人土地；三是发展安全的农产品（包括源自生物技术的农产品）；四是预防和化解动植物虫害疾病给食品供应造成的损害。《动植物卫生防疫服务气候适应计划2014》规定了对气候变化因素的确认标准，以及应对和适应战略，并附有五个表格，分别是：气候变化相关影响和风险的确认和评估；短期管理气候风险和长期适应的行动方案；完善与采购交易相关的气候变化适应的行动方案；气候变化部际工作预案；州、部落和地方社区支持气候恢复投资的时机。五个表格均按照前述三个行动日程安排的要求予以填写。

（3）分部门计划3：《农业服务局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其战略计划有四个目标：一是为农民和牧民维持农产品收入提供金融安全网；二是改善环境时加强自然资源管理；三是确保商品销售及其有效分配，保障食品安全；四时改组和转变农业服务局。2014年农业服务局计划实施三项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包括评估项目和政策是否影响农民适应气候变化；参与气候变化中心指导员会的工作；实施“持续经营”活动，更好地理解总部、州及外驻办公人员针对大范围作物减产的行政功能。

（4）分部门计划4：《对外农业服务局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其按编写要求涵盖了下列内容：政策框架、脆弱性评估、适应计划和评估程序、可持续适应过程、处理风险和机会的行动等。其中，对外农业服务局从三个方面评估特定项目目标的气候变化脆弱性：贸易促进、贸易政策、贸易能力建设与食品安全。比如，在“推动遵循规则的国际贸易体系，促进国际贸易便利化”这一目标下，其脆弱性是“气候变化可能用做推行新标签标准或者新贸易准则的借口，其理由不是基于可靠的科学依据”。不过，随之出现的机遇有三：一是可能增加国际社会接受基因工程农产品和其他新型技术产品的数量；二是高涨的气候保护意识有助于国际平台的创建，促进科技型自由贸易规则的制定与落实；三是气候变化减缓政策可以为利益相关方提供考量促进自愿交易的机会。

（5）分部门计划5：《森林服务局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初稿）。森林服务局适应气候变化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专门针对气候变化的整体战略；二是指导每一个项目与气候变化政策和指南相协调。关于脆弱性评估，涉及物理与生态气候考虑的有森林大火、大气温度、害虫和疾病、水温、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暴雨增多、降雨和气温起伏等，它们会连锁产生一系列新问题，比如森林大火造成过火面积扩大，消防经费随之增加，如经费不足，则需要从其他部门划转；气候变化会影响涉河休闲娱乐机会，波及河流社区的经济发展。此外，森林服务局提出了是由一家机构还是由多家机构采取行动的问题，建议国会采取行动改变资金结构。

（6）分部门计划6：《谷物监管包装牲畜局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谷物监管包装牲畜局负责促进牲畜、家禽、肉类、谷物以及相关农产品的交易，保证公平交易和保护消费者权益。该局面临的气候风险有三：一是基于气候变化的周期农产品会影响该局设置稳定的检测技术；二是对美国农业部食品援助购买的质量认证可能会超出该局目前的能力；三是该局在国内和出口地点的经营可能无力应对极端天气事件。相应地，该局也存在下列五个方面的机遇：一是对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基因工程农产品的需求增加；二是对解决气候变化影响的杀虫剂的使用增加；三是对用于检测环境减少足迹的工具和方法的需求增加；四是对用于准确收集和报告反映农产品整体质量的数据的需求增加；五是对用于适应气候变化的新型农产品品种的认证需求增加。为应对气候变化，该局将完善当前减少环境足迹的政策，审查场所应急计划、职员通告和责任、计划外远程办公生产力、服务中断导致的潜力削弱，并且利用联邦注册系统信息构建审查谷物、商品标准的战略重点。此外，该局每年还将审查项目运营计划和政策，确保适应气候变化融入项目计划的实施中。

（7）分部门计划7：《国家农业统计服务局气候适应计划2014》。其直接采用表格形式，列举了国家农业统计服务局适应气候变化的七项行动，包括产业咨询、内部评估、教育培训、项目参与、记录极端事件、记录天气影响、项目审查，以及预算请求、关注NASA要求等。这些工作几乎都发生在部门内部且属于年度计划。

（8）分部门计划8：《国家食品与农业研究所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国家食品与农业研究所通过扶持赠地大学和合作组织的研究教学，推动农业、环境、人类健康和福利、社区等方面知识的推广。该研究所不直接从事研究教学工作，而是通过国家项目引导和联邦资助的方式履行其“知识推广”的职责。该研究所的气候变化适应计划集中于两个领域的脆弱性：一是科研项目；二是基础设施。它们均会受气温、降雨等的影响。

（9）分部门计划9：《自然资源保护服务局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价和适应计划2014》。自然资源保护服务局是美国联邦主要的自然资源保护机构，旨在为私人土地所有者保护和利用资源提供服务。在气候变化条件下，该局将帮助土地所有者开发更多适应性土壤，减缓温室气体排放。《自然资源保护服务局气候变化脆弱性评价和适应计划2014》由五部分组成：一是确认和评估气候变化对该局履行其职责的相关影响和风险；二是描述该局已经实施的项目、政策和计划，以及为近期管理气候风险，适应短、长期气候变化而新采取的行动；三是描述显著的气候变化风险将对该局造成损失；四是描述该局对改善气候的必要性；五是描述该局如何通过各个层次的政府间合作支持气候变化的预防工作。

（10）分部门计划10：《风险管理局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风险管理局是履行联邦农作物保险公司部分职责的机构。2013年，风险管理局经营了价值达1230亿美元的保险责任，向农业种植户支付了价值为119亿美元的保险金。此外，风险管理局也可以与其他实体合作发展非保险类风险管理工具，这些工具可用于减小由气候变化、干旱及其他气候条件带来的风险。气候变化给风险管理局带来了下列挑战：气候变化对该局设置办公室的16个州影响不大；该局应保持适应气候变化的持续性人力资源；该局应制定灵活管理政策以便受气候灾害影响的雇员及时重返工作岗位。为管理气候变化风险，该局实施了下列项目和政策：一是审查和修订保险费率计算方法；二是利用气象信息加强承保和项目监管；三是启动巨灾损失紧急理赔程序等。

（11）分部门计划11：《农村发展局气候变化适应计划文件2014》。其是应美国农业部气候项目办公室的要求而完成的，旨在分析气候变化对职能部门的使命、政策、项目和运营目标的影响。农村发展局需要向气候项目办公室确认预算调整，向美国农业部总顾问办公室确认进行必要的法律分析，以及在美国农业部内部通过全球气候变化工作组协调各项活动。农村发展局基于经费可行性、领导的批准、合作方的支持，确定了五项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案：一是重新起草环境规章，考虑财政资助申请涉及的气候变化影响；二是与教育研究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合作，评估决策支持工作；三是周期性地准备简报或信息包，使工作人员了解有关气候变化影响的风险，并使之运用于具体项目；四是审查提高气候变化适应性的机制；五是评估美国农业部是否可以募集用于特定灾害的资金、在哪些情况下不得支付资金，以及为灾害或者预防灾害设置机动基金。

三、评述

为促进规划目标的执行与落实，强化政府通过配置资源实现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责任和义务，应对气候变化规划文本应当尽量将规划目标、措施、机制等涉及未来行动方案的内容具体化，将相关事务分配至具体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确保相关当事方的行为边界清晰，责任明确。基于此，规划文本应当重点突出以下内容。

其一，应当明确规划文本编制的立法与政策依据，主要应当考虑：（1）规划编制的相关政策和立法；（2）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政策和立法；（3）需要衔接的上级和同级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等。

其二，应当明确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或者个人的气候责任和义务，明确需要协调配合的工作以及配合的方式和机制。

其三，应当细化规划指标和项目的具体落实方案。如果缺乏具体行动方案，那么这些定性目标只能流于形式，规划也因此成为“概念性规划”而非“操作性规划”。

其四，应该设定明确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将规划目标通过时间序列细化之后，规划义务主体的责任也随之阶段化，这不仅有利于义务的分散化履行，而且也有利于监管部门的动态管理。某种程度上，规划目标的阶段分解也便于针对规划本身的不确定性问题采取相应的调整和补充措施。

其五，应该明确并重视规划实施的配套措施和机制。规划作为行动方向，不仅仅是设置目标，还应当包括实现目标的方法和路径，因此，与目标相配套的实施措施和机制就成为规划文本的必要成分。

其六，应当重视规划教育的内容和项目。应对气候变化事关千家万户，需要社会各界鼎力支持，因此，规划宣传与教育的意义显得更为重要。作为规划主体的政府部门，更应当积极主动地了解气候变化对政府管理职能可能带来的影响，学习境外先进的规划立法、政策以及规划编制的技术及其实施途径。可以说，只有规划主体真实准确地理解了应对气候变化规划的价值、含义与内容，其编制出来的规划文本才可能具有科学性且便于操作。

纵观美国的《总统气候变化行动计划2013》、其农业部的《气候变化适应计划2014》及其11项分部门计划，不难发现，这些计划均围绕政府及其部门职责，依照联邦或其农业部的规定，仔细分析了政府及其部门的既定职责在应对气候变化威胁时可能遭遇的挑战，为回应这些挑战，各计划预设了行动方案、日程安排、部门间协作机制、资源（预算）约束等内容，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透明度和可问责性。



注释


[1]
 本部分是本书作者参与的、由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李艳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气候变化应对法立法研究”——的子课题报告的内容节选。


[2]
 该文本见美国白宫政府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image/president27sclimateactionplan.pdf，2014-11-22。


[3]
 该文本见美国农业部网站：http://www.usda.gov/oce/climate_change/adaptation/adaptation_plan.htm，2014-11-22。


[4]
 全称是《提高美国自然资源适应气候变化的优先议程》，文本见美国白宫政府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enhancing_climate_resilience_of_americas_natural_resources.pdf，2014-11-22。


第五章 国家规划法治化

2014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建设法治文明、法治国家的新阶段。《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加强重点领域立法”部分指出：“制定和完善发展规划、投资管理、土地管理、能源和矿产资源、农业、财政税收、金融等方面法律法规”，将发展规划立法置于重要地位。因此，在依法治国背景下推进规划法治建设，就成为规划制度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第一节 规划法治

一、规划法治要求

规划法治不等于规划制度。法治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立法、执法、司法、法律遵守等多环节、多领域的体制与机制；制度作为法治的基础构件，主要表现为静态的规则，其是否得以实施以及效果如何，取决于特定时期的社会法治意识以及制度运行的保障机制。

比照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以从以下方面理解规划法治的要求。

（一）规划立法的法治要求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明确立法权力边界，明确地方立法权限和范围。推进立法精细化。完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立法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据此，国家规划尚需完善立法，明确空间规划的立法权，加快规划基本法、主体功能区规划法、区域规划法的构建，细化规划立法的内容。

（二）规划行政的法治要求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政府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推进各级政府事权规范化、法律化，完善不同层次政府特别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事权法律制度。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和责任倒查制。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对财政资金分配使用、国有资产监管、政府投资、政府采购、公共资源转让、公共工程建设等权力集中的部门和岗位实行分事行权、分岗设权、分级授权，防止权力滥用。完善审计制度，对公共资金、国有资产、国有资源和领导干部履行经济责任的情况实行审计全覆盖。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推进决策公开、执行公开、管理公开、服务公开、结果公开。重点推进财政预算、公共资源配置、重大建设项目批准和实施、社会公益事业等领域的政府信息公开。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权利和义务的规范性文件，按照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和程序予以公开。

据此，国家应当健全规划决策民主程序，建立政府规划责任追究制和责任倒查制，对规划资金的配置使用、规划项目资金使用、公共工程PPP项目实行内部制衡机制，加强对规划项目的审计，公开政府规划信息。

（三）规划司法的法治要求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机关依法出庭应诉、支持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尊重并执行法院生效裁判的制度。完善行政诉讼体制机制，合理调整行政诉讼案件管辖制度。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改革法院案件受理制度，变立案审查制为立案登记制。推荐审判公开，依法及时公开执法依据、程序、流程、结果和生效法律文书。实行诉访分离。司法机关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据此，国家应当建立规划诉讼制度，将规划纠纷纳入司法程序。此外，司法机关应将与政府规划有关的纷争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

（四）规划自律的法治要求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引导全社会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实行国家机关“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统筹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协商沟通机制。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健全行政裁决制度，强化行政机关解决同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功能。

据此，国家应当加强规划法的宣传和教育，健全规划当事人的信用记录，倡导规划合同的如实履行，支持规划专门机构的自治管理，对城乡、区域法律服务资源进行合理规划。

（五）规划人才的法治要求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加强法律服务队伍建设。各级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普遍设立公职律师。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保证法律顾问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发挥积极作用。

据此，国家应当加强法律人才对规划法的学习，加强法律顾问和公职律师在规划决策中的积极作用。

（六）党的领导与规划法治

《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对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法律底线不可触碰。完善党委依法决策机制，发挥政策和法律各自的优势，促进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互联互动。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党规党纪严于国家法律。把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衡量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实绩的重要内容，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依法保障“一国两制”的实践，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完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据此，领导干部应当学习规划立法，了解规划立法政策中的“红线”和“底线”，触碰时依法接受党规党纪处理。加强内地与港澳地区的规划合作，创新开放型规划体制的构建。

二、规划制度反思

反观当前的规划立法及其实施，可以发现，国家规划制度距离法治要求还有不小的距离，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一是国家规划在观念上尚未引起国家机关与社会的普遍重视和关注，“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的形式主义依旧存在。这不仅反映出决策机关对规划理论与规律的认知还有待提升，而且也反映出规划立法缺乏足够的“刚性”来发挥其约束力。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在处理土地争议时，坚持贯彻地方总体规划的“宪法”地位，要求土地利用必须与规划相衔接，否则开发商将面临败诉的结局。此处的“宪法”地位，是指土地开发规章和命令必须与规划协调。
[1]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规划优先于立法。

二是国家规划在基础权力配置上还缺乏明确、细化的安排。当前，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社会组织、个人，都拥有决定自身未来行动的权力（利），这些决策权力（利）相互交织，形成一个庞大的规划网络。其间，对于哪些权力（利）归国家机关，哪些权力（利）归社会主体，国家机关如何在中央与地方、职能部门之间配置规划权，有待进一步细化和规范。

三是传统规划体制“多规分立”、“分而治之”的局面不利于形成有序、统一的规划布局和行动，不仅造成规划资源的浪费，影响社会经济政策的推行，而且也给市场发展和社会运行带来障碍，无法真正发挥规划的前瞻、引领、传导功能。

四是规划过程重视精英参与和领导意志，忽视公众意愿的充分表达，不仅造成“形象工程”、“烂尾工程”、“睡城”等资源不当配置，而且也带来“钉子户”、群体性上访等社会矛盾。在中共中央十八大提出的社会治理理念下，对于如何促进社会组织、公众参与规划的问题，有待于探讨其创新方式。

五是规划责任长期处于搁置状态。由于政府规划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因而一些规划项目匆匆上马，一些官员只顾眼前利益，不做长远打算，明显背离规划内在的前瞻性和风险规避性。这种情形下，规划有名无实，沦为政府官员满足个人或者利益集团要求的交易工具，偏离了规划作为政府决策的公共性。

六是司法实践未能有效支持规划应有的权威。长期以来，规划不具有可诉性的说法盛行，即涉及政府规划的纠纷不能通过诉讼实现利益诉求。这既与我国政府诉讼制度的实践落后有关，也与规划立法的问责制设计有关。从战略、计划到政策、行动方案，每一种规划都有其运行要求和责任约束。将政策责任置于司法审查之外，客观上为规划决策者提供了免责托词。

七是规划编制在技术上尚不够精细化，对规划措施的时序安排和衔接，以及规划与预算的衔接，还缺乏有效的协同机制。这样，规划目标与措施、预算之间容易出现“脱节”，规划实施“无米下锅”。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规划与预算在由来、沿革、内容、运作、作用等方面存在差异，二者属于不同性质的制度，相互间有外在衔接而较少有内在联系。
[2]



八是全社会对政府规划的认知和协作意识有待加强。规划文本设定的指标、项目和任务，构成政府责任和社会义务，对社会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国家规划文本也强调举全国之力实现规划。但是，如同预算监督一样，由于缺乏普遍的公民意识和规则意识，规划更大程度上是指向政府自身的，社会关注力远远不够，除非规划项目涉及当事人的利益。为此，加强规划的宣传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社会共治环节。



注释


[1]
 See Thomas G.Pelham，“The Role of the Local Comprehensive Plan as Law:Some Lessons from Florida，”in Daniel R.Mandelker，Planning Reform in the New Century,Planners Press，2005，p.157。


[2]
 参见史际春：《论规划的法治化》，载《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第二节 规划法治塑造

塑造规划法治是一个过程，即规划法治化。它不仅要求规划制度健全完善，而且也要求制度实际运行妥当有效。根据上节规划法治的要求以及对现行规划制度的反思，本书作者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建议。

一、建立健全规划立法

本书前几章虽介绍了大量规划立法，但是也不乏缺憾之处。为进一步夯实立法基础，国家尚需加强相关立法工作。

（一）制定《国家规划基本法》

我国是拥有悠久规划传统的国家，规划理念、体制、制度与文化相对比较完善。但是，目前尚缺乏一部统领国家各类规划的基本法。国家发改委作为规划主管部门，也缺乏基本的规划管理法律依据。因此，有必要出台《国家规划基本法》或者《国家规划法》，对规划管理体制、规划体系、规划编制和实施要求、规划责任等做出概括性规定。该法应当涵盖国内各类规划，包括当前的城乡规划、土地规划等。由于《城乡规划法》等规划立法在先，《国家规划基本法》应当在技术上与先行立法有机衔接，但不宜为回避与先行立法的冲突而缩小调整范围，也不宜因空间规划与发展规划的差异性而回避对空间规划的调整。作为调整国家规划管理活动的基本法，《国家规划基本法》还应当与《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等立法发生衔接。还有学者提出，《发展规划法》应当与财政、金融、价格、就业等实体法相衔接，改变目前依循管理从事规划活动的局面。
[1]

 这一观点更多地从宏观调控立法角度构建规划法，与德国出台《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美国出台《充分就业和平衡增长法》持有相似的逻辑。

我国当前拥有大量地方性规划立法，它们为中央立法提供了广泛的素材和丰富的经验。制定《国家规划基本法》时，应当考虑到地方政府的特殊性，比如民族自治区的自治权、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特殊经济区域的先行先试权等。这些特殊情况可以作为立法的例外或者特殊情形，但不能因此而排除在立法视野外。

（二）制定空间规划单行法

我国目前拥有城乡规划、土地规划、资源规划、区域规划等涉及空间开发利用的规划立法，但是缺乏一部空间规划专门立法，这也导致国土功能区规划无法可依。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应当重视空间规划立法，使其对发展规划起到约束性作用。通过本书对发展规划与空间规划的关系的分析，空间规划立法可以作为《国家规划基本法》之下的子法，并且与城乡规划、资源规划立法等形成主辅关系。如果国家制定《发展规划法》，重点规范发展规划，那么空间规划法与之形成等位且交叉的关系。如果制定《发展规划法》采取“补位”思路，即将目前未入法的各类规划全部归入该法，那么尽管照顾了当前“分而治之”的规划体制，但是却混同了发展与空间规划的差异，并且使“多规分立”的局面更为混乱。为此，本书作者认为，国家应借助“多规合一”的时机，在推出《国家规划基本法》的同时，整合空间规划立法资源，在不妨碍《城乡规划法》和《自然资源法》的相对独立性的情况下，出台空间规划单行法，使之与现行立法有效对接。

（三）加强规划立法与财政立法的衔接

规划立法主辖政府职责行使，财政立法主辖政府资源配置，二者互为表里，前者为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为前者的约束和保障。目前，规划立法在内容上重点规定规划管理体制、规划编制和实施程序，很少涉及规划预算、规划投资、规划金融等辅助规划活动开展的资源配置和运用活动。同时，财政立法又多而庞杂，致使资源配置功能分散在众多具体单行立法中，比如各类税法、非税收入法、政府投资法、政府采购法、PPP立法、特许经营法，以及大量会计审计立法和准则。理论研究上，学者重收入法多于支出法，重投入管制多于效益管制。这种现象也反映在预算管理中。此“分立”式思维与管理模式客观上造成规划立法与财政立法的“分离”状态。

为此，在制度设计上，应当注重两类立法之间的衔接。一方面，财政立法特别是《预算法》应当确立预算与规划相衔接的基本原则，将规划理念引入预算管理过程；同时，在预算收支管理的技术层面上，实现收支核算、绩效评估等活动与规划实施的有效对接。另一方面，规划立法也应当强化预算约束机制，将预算与规划相衔接的原则写入立法，并且在预算编制的各环节体现预算约束的真正效果。只有消除两类立法的壁垒，整合理念，才有助于提高国家预算管理效力，也才能够使规划目标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发展的要求。

二、推动细化规划行政

相较于规划立法，规划行政是体现国家规划功能的实施机制。为提高规划行政的效率与效益，国家尚需推动规划管理的精细化。

（一）规划决策的精细化

规划决策过程是一个多方利益主体参与的公共博弈，要最大程度促进合作型博弈，就需要在科学性与民主性方面实现精细化管理。科学性方面，规划前期的调研、立项、论证、评估等工作，均需要符合信息真实、全面、完整，程序科学，评价中立等要求。民主性方面，规划过程中的专家与公众参与应当有清晰、适当的规则指引，并按时向社会公开、向当事人告知。

（二）规划文本的精细化

规划文本是规划编制与实施的核心载体。文本内容作为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行动方案，应当清晰、准确、完整，便于操作。当前，我国规划采用规划指标确定及分解、分阶段任务安排、定时完成等措施，逐步将抽象、概括的工作方案细化，使操作性更加显著。但是，这尚有不少改进空间，比如对于投资估算、风险与效益分析、配套措施等内容，应当进一步量化、细化。

（三）规划措施的精细化

规划措施通常是多部门共同采取的。如果缺乏预设的工作方案，在规划目标下达后再协商确定配套措施，那么很可能会产生部门间“扯皮”、懈怠等问题。为此，规划文本应当明确规划措施及其衔接关系，并评估确认其可行性。在未明确之前，规划不应当获得审批通过。规划文本生效后，政府部门应依照规划安排采取相应措施，若怠于履行其责任或义务，则应当承担相应法律后果。

三、倡导启动规划司法

规划司法是解决规划违法行为的法定救济机制。当规划当事人出现违法事由时，相关当事方可以通过民事、行政、刑事等司法审判程序追究违法者的责任，保护自身的利益。其中，通过行政诉讼追究政府部门的责任，是当前规划司法中最为棘手的问题。特别是当政府部门通过集体决策做出重大行政决策时，对于如何区分集体与个人的责任，如何区分政治、行政、法律责任，需要进一步探索。当然，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倡导的民主决策程序重在贯彻决策的过程性民主，将公众参与列在首位、集体决定列在末位，理论上可以有效杜绝政府部门及领导人擅自决断的弊端。但是，在公众参与路径不畅或低效的情况下，还应当加强政府决策的内部控制，细化决策流程，构建可回溯问责的决策路线图。

四、宣传普及规划文化

规划作为人类普遍具备的理性经验，对公众并不陌生；公众陌生的是具有公共性质的政府规划。为此，政府在推广公众参与制度的过程中，应当释明规划对公众切身利益的影响，培养公众主动回应规划的意识和能力。同时，政府应鼓励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对政府决策及其实施予以监督。事实上，在PPP项目中，作为特许经营者、承建商或者供货商的一方，本身就具有特殊公众的身份，其既参与国家规划项目的建设，又同时兼有监督规划实施的社会义务。国家应当鼓励参与规划项目的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各种途径举报、检举规划违法行为，使违法当事人能够受到及时的惩处，以保障国家规划目标的实现。



注释


[1]
 参见徐孟洲：《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规划法制建设》，载《法学家》，2012（2）。


结束语

本书着重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现行规划立法、政策等规范进行梳理、概括，总结出国家为治理规划所构建的制度框架。一方面，这有利于研究者捕捉我国规划制度的梗概，为进一步研究提供论证的对象和切入点；另一方面，这也有利于观察者根据脉络化的知识梳理，对国家规划运行态势进行分析阐释。这种文本工作主要还停留在技术层面，但是，由于作者并未阅读到与此主题相关的在先研究文献，这种“补缺”式研究因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

受时间和篇幅所限，本书没有对规划实践做大篇幅的介绍，也没有专门进行国别比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后续研究留有余地。不过，本书在结束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书中相关章节呈现的部分问题其实是需要优先说明或深入研究的，它们对于国家规划制度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工具价值，比如，政府职能改革与规划权配置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规划模式的构建、规划衔接的现实意义，以及政府规划责任的追究等。

规划作为一种经验理性，存在于现实生活的各个角落。但是，国家规划作为指导一国发展的纲领性文本，似乎并未真正成为公众生活中的常识性话题，制度领域的研究也处于“边缘”状态。而我国却是经历过计划经济的国家。这种“反差”似乎也昭示着，规划本身也需要社会启蒙，否则，它可能会湮没在日渐个性化的价值选择中。基于此，本书也可以作为一种启蒙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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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我研究、讲授规划法的阶段性总结。

1998年在读博士生时，恩师刘文华教授常常提起他当年参加计划法起草的情景。时过境迁，计划法虽然迟迟没有出台，但是它在经济法理论与教学中的重要性却让我对之怀有兴致，甚至日久弥烈。

2005年在修订研究生培养方案时，我提议增加规划法和产业法，这得到了史际春、徐孟洲两位教授的赞同。当年，史际春教授主编《21世纪法学系列丛书》中的《经济法》时，我承担编写了“规划与产业政策法”一章。此后，我开始在本科、硕士、博士以及同等学力培训班的课堂上，将规划法列入经济法课程的必讲内容。

2011年秋季，“规划与产业法”被正式纳入经济法硕士专业必修课程，开了国内法律院校教学风气之先。2011年暑假，我制定了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形成了约10万字的讲义，基本梳理出规划法的教学轮廓。

2011年前后，我有幸参与了李艳芳教授主持的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法律与政策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气候变化应对法立法研究”，以及史际春教授主持的澳门基金会项目“国家‘十二五’规划与澳门社会经济发展暨法治发展”，分别承担其间有关规划法治的部分。这些专题性研究让我关注到大量规划立法政策与文本，补充修正了我对规划法治的认识。本书第四章后两节内容，就是来自前述研究报告。

2014年年底，徐孟洲教授约我一起申报国家课题，选题是“完善发展规划法律制度研究”，尽管申报未成功，但此期间我对国内外规划法文献的梳理，形成了本书参考书目的初始来源。

非常欣慰的是，经济法教研室的老师对规划法都有程度不一的学术情结，大家在不同视域与规划法发生交集，这为规划法教学研究提供了极其开放的空间。因此，在本书付梓出版之际，感谢教研室各位老师多年的学术陪伴，让我有足够大的空间实现自己的学术意愿，也因此得以为经济法学科献出一份绵薄之力。

同时，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马学亮老师的推荐和支持，感谢这些年来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友好的合作。

整理书稿时，适逢在香港城市大学上课，在冬日暖阳里，我又体会到岭南文化里“勤力搵食”的艰辛。二十多年前，我孤身南下广州，在改革大潮中抒发年轻人的豪气。那些日子，尽管褪色，但未曾离开记忆的橱窗。

感谢岁月！

宋彪

2015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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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R Estimate S.E. C.R P
et 0. 697 0.114 6. 144 * %%
P 1. 607 0.176 9.143 X% %
FERE 0.712 0.148 4.821 * %%
21 0. 575 0.079 7.321 %% %
el 0. 625 0.073 8. 541 %% %
€2 0. 653 0.072 9.072 %% %
3 0. 640 0.074 8. 662 %% %
ed 1.110 0.111 9. 965 X % %
5 0. 855 0. 092 9.2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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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 0. 267 0.038 6.973 * %%
€9 0. 480 0. 053 8. 990 * % %
el0 0. 960 0.093 10. 375 * %%
ell 0. 836 0.079 10. 569 * %%
el2 0. 829 0. 079 10. 454 * %%
el3 1. 395 0.132 10. 587 * %%
el4 0. 365 0. 054 6. 807 * %%
el5 0. 439 0.068 6. 501 * % %
el6 1. 325 0.129 10. 284 * % %
el? 0. 908 0.103 8. 835 * % %
el8 0. 383 0. 057 6. 676 * % %
el9 0. 265 0.052 5. 08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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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0. 736 0. 000 0. 000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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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3 0. 865 0. 000 0. 000 0. 000
Slz 0. 877 0. 000 0. 000 0. 000
SI1 0. 581 0. 000 0. 000 0. 000
EE6 0. 000 0.672 0. 000 0. 000
EES 0. 000 0. 634 0. 000 0. 000
EE4 0. 000 0. 678 0. 000 0. 000
EE3 0. 000 0. 851 0. 000 0. 000
EE2 0. 000 0.913 0. 000 0. 000
EE1 0. 000 0. 906 0. 000 0. 000
PES 0. 000 0. 000 0. 657 0. 000
PE4 0. 000 0. 000 0. 553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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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0. 719 0.073 9. 861 * %%
e8 0. 690 0.072 9. 632 * % %
el0 0. 477 0. 086 5.579 * %%
el2 0. 804 0. 089 9. 005 ¥ % %
el3 0.463 0. 060 7.732 * % %
el4 0. 333 0. 049 6.792 * %%
el5 0.915 0. 096 9.564 ¥ % %
el6 0. 588 0. 068 8. 632 * %%
el? 0. 688 0. 087 7.884 * %%
el8 0. 594 0.071 8.404 * XX
€9 0. 741 0. 075 9. 832 * %%
ell 0. 598 0.079 7.578 * %%
el9 0.723 0.079 9.196 ¥ % %
€20 0. 752 0. 088 8.55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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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PE Estimate | S.E. R P | Standardized Estimate
AT R | < | GUyE | 0.233 | 0.080 | 2.929 |0.003 0. 202
AT H | < | SHME| 0.300 | 0.073 | 4.083 | %xx 0. 328
AT R | < [AERBERW | 0.452 | 0.079 | 5.757 | xxx 0.422

PEl | < |#gdiisa| 1.000 0. 792
PE2 | < [#800| 0.914 | 0.074 | 12.435 | #x% 0.758
PE3 | < |[#fois| 0.874 | 0.077 | 11.362 | xxx 0. 705
PE4 | < |48t | 0.875 | 0.066 | 13.360 | *xx 0. 801
PE5S | < |#%0m| 0.839 | 0.067 | 12.453 | %xx 0. 759
PE6 | < |[@oom| 0.768 | 0.066 | 11.635 | xxx 0.718
PE7 | < |[#i%uia| 0.765 | 0.068 | 11.219 | xxx 0. 697
PES | < |S08h| 0.845 | 0.070 | 12.052 | #xx 0.739
PEY | < |@%dii| 0.790 | 0.070 | 11.336 | %xx 0.703
EE3 < | S| 0.751 | 0.056 | 13.309 | ®%x 0.752
EE2 | < [%##1#| 0.854 | 0.056 | 15.390 | %xx 0. 833
EEl | < || 1.000 0. 892
SI1 < | #EEEEm | 1. 000 0. 863
SI2 <~ |kkmesgm | 0.977 | 0.055 | 17.629 | xxx 0. 892
SI3 < | #BERm | 0.885 | 0.068 | 12.951 | xxx 0.733
Sl4 < | #EBERM | 0.948 | 0.061 | 15.460 | %xx 0. 821
Ull | < |48 1000 0. 833
Ul2 | < [T H]| 0.810 | 0.061 | 13.867 | *%x 0. 805
UI3 < | T)| 0.754 | 0.061 | 12.398 | »x%x 0. 741
Uld | < |fJH45H8| 0.915 | 0.067 | 13.649 | xxx 0. 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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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1.162 0. 165 7.041 %%
AR 1. 353 0.169 7. 995 X
L] 1.859 0. 226 8. 230 x %%
z1 0.502 0. 084 5.951 % % %
el 0. 689 0.075 9. 200 % % %
e2 0. 720 0.076 9.503 % % %
e3 0. 901 0. 092 9. 826 * % %
ed 0. 496 0. 054 9.103 % % %
e5 0. 603 0. 064 9. 496 * % %
€6 0. 643 0. 066 9. 75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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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 S Estimate | S. E. CR P | Standardized Estimate
AT R | < | S8 | 0.337 | 0.110 | 3.058 |0.002 0. 259
AT | < [SH W] 0.300 | 0.066 | 4.569 | xxx 0. 350
AT | < |#LBESZm | 0.335 | 0.088 | 3.812 | xxx 0. 260

PEl | < |&wdi=| 1.000 0.726
PE2 | < | S| 0.909 | 0.095 | 9.596 | %% 0. 685
PE3 < | BHUEE | 0.986 | 0.099 | 9.993 | xxx 0. 717
PE4 <~ | GO | 0.837 | 0.108 | 7.733 | sxx 0.553
PE5S | < |BU0WH | 0.966 | 0.104 | 9.252 | xx% 0. 657
EE1 < | B 1,000 0. 906

EE2 | < | %73 | 0.912 | 0.040 | 22.551 | %xx 0.913
EE3 | < |/ | 0.887 | 0.046 | 19.220 | »%x* 0. 851
EEL | < |88 | 0.713 | 0.056 | 12.684 | xxx 0. 678
EE5 | < | %8| 0.591 | 0.051 | 11.536 | *x*x 0. 634
EE6 < [ S| 0.653 | 0.052 | 12.602 | %= 0. 672






OEBPS/Image00128.jpg
M%#&%&ﬁ(’ FRIHE ( QEEJ;"{)‘ CFI ‘ NFI ‘ IFI ’ GFI ‘RMSEA’ AIC

ZE IR ‘ 548. 357 (164) ‘ 0. 873 ‘ 0. 829 ‘ 0. 874 ‘ 0.822 ‘ 0. 098 ‘ 640. 357





OEBPS/Image00129.jpg
PEI1

PE2

PE3

PE4

PES

EEI

EE2

EE3

EE4

EES

EE6

SI1

S12

S13

aRiin Al

SI4

TP LI

SI5

0.869]

Ul'l

0.906—>]

Ul2

0.643—|

UI3

0.644__|

ul4

bbb






OEBPS/Image00132.jpg
w8
=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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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l <~ | A | 1000 0. 581

SI2 < [FEBEREI | 1.305 | 0.132 | 9.904 | wxx 0. 877
SI3 < | ABERUM | 1.353 | 0.140 | 9.652 | xxx 0. 865
Sl4 < [FEBERER | 1.220 | 0.145 | 8.410 | xxx 0. 667
SI5 < [FEBESEM | 1.228 | 0.140 | 8.770 | wxx 0.736
Ul | < |45 5| 1.000 0. 869

U2 | < |47k 1.012 | 0.059 |17.110 | #%=x 0. 906
U3 | < [fliffif5R| 0.845 | 0.077 |11.034 | %xx 0. 643
Uld | < [#HF5HR]| 0.877 | 0.079 |11.050 | %xx 0. 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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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EA Estimate | S.E. C.R P | Standardized Estimate
AT | < | B5dW | 0.303 | 0.109 | 2.772 |0.006 0.237
AT | < | SBHWE| 0.309 | 0.068 | 4.573 | xxx 0. 364
AT | < | FEBEEm | 0.301 | 0.085 | 3.525 | %xx 0.243

PEL | < |4dis| 1000 0.725
PE2 | < |45%UBI8| 0.897 | 0.094 | 9.525 | xxx 0. 677
PE3 | < |SIE | 0.990 | 0.098 | 10.088 | %xx 0.721
PEA | < 40808 0.880 | 0.106 | 8.263 | wxx 0. 582
PE5 < | S| 1,000 | 0.104 | 9.589 | xxx 0. 682
EEl | < |55 | 1.000 0.893
EE2 | < |58 | 0.899 | 0.043 | 20.818 | #xx 0. 898
EE3 | < [%718| 0.908 | 0.047 | 19.329 | ®xx 0. 867
EE4 <~ [ S hEE| 0.757 | 0.055 | 13.642 | %%x 0.715
EE5 | < |78 0.624 | 0.051 | 12.235 | % 0. 665
EE6 | < |S)308 | 0.686 | 0.052 | 13.285 | xxx 0.703
SIt < | ¥LBERN | 1,000 0. 594
SI2 < | FEBERZWE | 1.319 | 0.130 | 10.177 | %% 0. 906
SI3 < | FEBEEm | 1,277 | 0.130 | 9.797 | wxx 0. 835
Sl < |FEREEMT | 1,224 | 0.144 | 8.498 | wxxx 0.672
SI5 < |FLEEREN | 1154 | 0.132 | 8.748 | wxxx 0. 701
Ul | < |47 | 1000 0. 855
Ul2 < |fAFTH| 1011 | 0.059 | 17.044 | %%« 0. 891
UI3 | < [{lifi478| 0.942 | 0.076 | 12.378 | %%« 0.705
U4 ~ |fiAFfTH| 0.976 | 0.079 | 12.376 | xxx 0. 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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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pve dp] 0.701 0.115 6.095 * %%
EvakL] 1.590 0.179 8. 861 *xx
FaRisa A 0. 745 0. 151 1.918 P
21 0. 581 0. 080 7.295 %%
el 0. 632 0.073 8. 704 * %0
€2 0. 667 0.072 9.279 .
3 0. 632 0.072 8.755 %% %
ed 1.057 0.106 9.998 %% %
5 0. 808 0. 088 9. 228 * %%
e7 0. 404 0. 050 8. 033 %3
8 0. 308 0. 039 7. 860 *xx
9 0. 433 0. 049 8. 754 % x
¢l0 0. 872 0. 085 10. 301 *x %
ell 0.779 0.074 10. 492 *x %
el2 0. 766 0.074 10. 354 *x %
el3 1. 362 0. 130 10. 447 *xx
eld 0. 282 0. 051 5. 522 *xx
el5 0. 527 0. 065 8. 092 * %%
el6 1.352 0.134 10.105 X%
el7 1.028 0. 104 9.931 %%
el8 0. 421 0. 056 7.559 % %%
el9 0. 305 0. 049 6. 261 * %
€20 1.027 0. 104 9. 889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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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3611 34 879 38 490 1974 | 3 931 842 | 2 619 998 | 6 551 840
1952 4 837 34 129 38 966 | 1975 | 4 567 854 | 2 373 737 | 6 941 591
1953 8789 40 989 49 778 1976 | 5 027 792 | 2 813 655 | 7 841 447
1954 14 472 55 601 70 073 1977 | 5 431 045 | 3 083 477 | 8 514 522
1955 20 268 48 664 68 932 1978 | 5 975 968 | 3 293 185 | 9 269 153
1956 32 056 79 010 111 066 || 1979 | 6 175 771 | 3 459 775 | 9 635 546
1957 47 121 134 856 181 977 1980 | 7 038 108 | 4 004 776 | 11 042 884
1958 50 643 137 660 188 303 || 1981 | 6 974 131 | 4 205 831 | 11 179 962
1959 78 598 184 216 262 814 | 1982 | 6 881 586 | 3 850 208 | 10 731 794
1960 | 165 094 316 457 481 551 1983 | 7 151 888 | 3 959 771 | 11 111 659
1961 | 249 508 564 371 813 879 1984 | 7 073 173 | 4 391 747 | 11 464 920
1962 | 268 784 721 922 990 706 || 1985 | 7 646 816 | 4 624 279 | 12 271 095
1963 | 407 830 875 701 | 1283 531 1986 | 7 809 809 | 4 450 008 | 12 259 817
1964 | 579 660 | 1122 815 | 1 702 475 1987 | 7 891 087 | 4 358 087 | 12 249 174
1965 | 696 176 | 1179 438 | 1875 614 | 1988 | 8 198 400 | 4 501 407 | 12 699 807
1966 | 877 656 | 1408 743 | 2 286 399 | 1989 | 9 052 406 | 3 973 329 | 13 025 735
1967 | 1375 755 | 1770 731 | 3 146 486 | 1990 | 9 947 972 | 3 538 824 | 13 486 796
1968 | 2 055 821 | 2 030 005 | 4 085 826 | 1991 | 9 753 069 | 3 492 363 | 13 245 432
1969 | 2 611 499 | 2 063 433 | 4 674 932 1992 | 9 378 694 | 3 120 590 | 12 499 284
1970 | 3178 708 | 2 110 449 | 5289 157 | 1993 | 8 493 943 | 2 733 602 | 11 227 545
1971 | 3 717 858 | 2 092 916 | 5 810 774 | 1994 | 7 802 037 | 2 752 082 | 10 55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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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 X dep
(—0.83)
—0.083**
CREDIT Xdep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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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9) (0.39) (0. 40) €0.39) (0.41) (0. 44) (0.37)
0.137 0. 141 0.128 0.132 0.123 0. 140 0.113
ex port
(0.41) (0. 42) (0. 38) (0.39) (0. 36) (0. 41) (0. 33)
—1.075 —1.086 —1.074 —1.084 —1.061 —1.109 —1.019
subsidy
(—0.93) | (—0.93) | (—0.92) | (—0.93) | (—0.90) | (—0.95) | (—0.87)
3.35e—09 | 3.36e—09 | 3. 48e—09 | 3. 50e—09 | 3. 68e—09 | 3. 72e—09 | 3. 55e—09
state
€0.70) 0.71) (0.73) €0.73) €0.77) (0.78) (0.74)
Industry = P = = & = b3
Province X year = = = = & = =
—0.415 —0.346 | —0.776* —0.378 =0::317 —0.279 —0.531
o
(—0.82) | (—=0.70) | (—1.86) | (—0.80) | (—=0.76) | (—0.67) | (—1.37)
WHEFER R | 0.1228 | 0.1233 | 0.1230 | 0.1235 | 0.1231 | 0.1234 | 0.1229
A 2705 2 705 2 705 2705 2705 2705 2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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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MAE | mHE #ik | FE | RAE | BHE it
1995 | 7 610 533 | 2 585 003 {10 195 536 || 2006 | 9 754 903 | 1 729 330 | 11 484 233
1996 | 7 864 676 | 2 482 023 |10 346 699 || 2007 | 9 944 637 | 1 651 690 | 11 596 327
1997 | 8 491 480 | 2 483 607 {10 975 087 || 2008 | 9 928 143 | 1 647 501 | 11 575 644
1998 | 8 055 763 | 1 994 029 [10 049 792 2009 | 6 862 161 | 1 071 896 | 7 934 057
1999 | 8 097 082 | 1 795 307 | 9 892 389 || 2010 | 8 310 362 | 1 318 513 | 9 628 875
2000 | 8 359 434 | 1 781 362 |10 140 796 2011 | 7 158 525 | 1 240 105| & 398 630
2001 | 8 117 563 | 1 659 628 | 9 777 191| 2012 | 8 554 503 | 1 388 574 | 9 943 077
2002 | 8 618 354 | 1 638 961 |10 257 315 2013 | 8 189 323 | 1 440 858 | 9 630 181
2003 | 8 478 328 | 1 807 690 |10 286 018 2014 | 8 277 070 | 1 497 595| 9 774 665
2004 | 8 720 385 | 1 791 133 |10 511 518 2015 | 7 830 722 | 1 447 599 | 9 278 321
2005 | 9 016 735 | 1 782 924 |10 799 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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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 | —1.872*** | —1.784** | —1.801** | —1.788** | —1.786** | —1.799**
valueadded
(—2.59) (—2.63) (—2.49) —2..52) (—2.49) (—2.49) (—2.5D
0. 166 0. 171 0. 153 0.174 0. 157 0. 156 0.175
ex port
0. 30) (0.35) (0. 3D (0. 35) (0. 32) (0. 32) (0. 36)
2.340 2.328 2.253 2.263 2.302 2.303 2. 280
subsidy
.77 .77 0.7 (0. 74) (0.75) 0.75) (0.75)
—3. 93e—09*|—3. 91e—09* [—3. 61e—09 * |—3. 73e—09 * |—3. 83e—09 * | —3. 83e—09 * —3. 89e—09 *
state
(—1.77) (—1.7D) (—1.74) (—1.69) (—1, 73 (—1.73) (—1.76)
Industry 2= = I =3 = =3 I
Province X " 2 " = = n "
year
3.807 4.016 3.313 3./963 3.442 3.432 3.500
kg el
(1. 4D (1.43) (1. 36) (1. 49) (1. 38) (1. 38) (1. 38)
JRIEMRY 0.215 6 0.213 4 0.214 7 0.213 9 0.214 6 0.214 2 0.215 1
FEA I 2325 2325 2325 2 325 2325 2 325 2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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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04
COMP X dep
(0. 41)
—0, 010***
CREDIT Xdep
(=2. 95)
—1.912** | —1.911** | —1.920** | —1.919** | —1.944** | —1.914** | —1.950**
wvalueadded
(—2.44) (—2.43) (—2.44) (—2.44) (—2.46) (—2.43) (—2.47)
— 1, 160%#* |—1, 162/%%% [—1], 147w [T Y4738 [—7 TEFERW ], J44 098 | —] JGIw=
ex port
(—4.03) (—4.00) (—3.99) (—3.99) (—4.0D) (—3:97) (—4.0D)
—0. 303 —0::312 —0.401 —0.401 —0.424 —0. 396 —0.427
subsidy
(—0.12) (—0.12) (—0.16) (—0.16) (—0.16) (—0.15) (—0.16)
3.50e—09 | 3.38e—09 | 3.44e—09 | 3.43e—09 | 3.60e—09 | 3.38e—09 | 3.62e—09
state
(1. 38) (1. 34) (1.36) (1. 35) (1.4 (1. 33) (1.42)
Industry = P b3 b3 = P =
Province X year & = = = = = =
3.837*%* | 3.632*** | 4.241%** | 4.240%** | 4.282%** | 4.228*** | 4,241 ***
kg el
(7.93) (7.37) (9.06) (8.85) (9.09) (8.96) (9.07)
TR Y R? 0.164 3 0.164 5 0.164 6 0.164 8 0.164 8 0.164 7 0.164 9
A 6 379 6 379 6 379 6 379 6 379 6 379 6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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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TH X dep
(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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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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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EXdep
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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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EXdep
(—0.30)
—0.054
MARKET X dep
(—2.21)
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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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022°*
CREDIT X dep
(—2.40)
—2.515% | —2.543% | —2.532% | —2.545*% | —2.528* | —2.459* | —2.604*
valueadded

(—=1.75) | (—L77) [ (—1.78) | (—1.76) | (—1.75) | (—1.71) | (—1.81)

0.770*** [0.767*** | 0.800*** |0.804*** (0.804**" |0.822*** [0.791***

export
(2.61) (2.59) (2.69) (2.69) (2.70) (2:73) (2. 67)
7.155* 7. 037* 6.612" 6.585* 6.580* 6.482" 6,724 "
subsidy
(1. 86) (1. 84) (1.78) Q7) (1.76) (1.72) (1. 81)
2.75e—08 | 2.72e—08 | 2. 73e—08 | 2. 72¢—08 | 2. 72e—08 | 2. 67e—08 | 2. 74e—08
state
(1. 14) (1.13) (1.13) (1.13) (1.12) (1.10) (1.13)
Industry = e Fs = 2 E E
Province X year, i b I 2 £ e i
4,537 %% |4, 148%** | 5,641**% | 5. 748*** |5.673%** |5.530"*» |5.684***
W B

(3.06) (2.84) (3.70) (3.80) (3.75) (3.66) (3.77)

WM R2 | 0.1269 | 0.1268 | 0.1260 | 0.1261 | 0.1267 | 0.1266 | 0.1265

FEAdE 5971 5971 5971 5971 5971 5971 5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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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CREDIT X dep re—
—2.615 | —2.601 | —2.655 | —2.331 | —2.889 | —2.782 | —2.905
valueadded "1 o5y [ (—100) | (=103 | (—0.90) | (=1.10) | (=107 |(—1.09)
0. 474 0. 480 0. 441 0.412 0.432 0.430 0. 439
exhore 0.79 | 0.80) | (0.73) (0. 68) 0.7 | 0.7 | 0.7%)
1.803 1.771 1.633 1.889 1.871 1880 | 1.827
subsidy .29 | 0.29) | (o.2m) (0. 30) 0.30) | €0.30) | (0.30)
5.53e—10 | 6. 76e—10 | 1. 53e—09 [—8. 10e—10| 1. 65e—09 | 1. 75e—09 [1. 40e—09
= 0.05) | €0.06) | 0.14) | (—0.08) | 0.15) | (0.16) | 0.13)
Industry 2 - = 2 2 2 2
Province X year 2 =3 = = =3 2 2=
2.315% | 2.661** | 1.606 0.199 | 2.073* | 2.100% | 1.927*
LES @1 | @4 | Q.48 (0.16) 1,93 | .95 | 1.82)

WEER R | 0.1432 | 0.1435 | 0.1438 0.143 6 0.1437 | 0.1432 | 0.143 6

A i 5188 5188 5188 5188 5188 5188 5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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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20
FDEXdep
(0.02)
0. 168
FUEXdep
(0. 20)
—0.117**
MARKET X d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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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 X dep
0.87)
—0.165**
CREDIT X dep
(—2.57)
3.123 2. 894 2.777 2.783 2.637 2.801 2.453
valueadded
(1.37) a.2n (1.20) (1.21) (1. 14) (1.22) (1.06)
1. 959 1. 950 1.998 1. 992 1. 909 2.048 1. 864
export
(1.46) (1.45) (1.49) (1.48) (1.42) (1.52) (1.39)
—17.293** | —16.962** | —17. 074 ** | —17. 057 ** | —17. 059 ** |—17.075** |—17. 113 **
subsidy
(—=2.03) | (=2.000 | (—=2.000 | (=2.00) | (=197 | (=2.0) | (—1.99
4.21e—08 | 4.08e—08 | 4.05e—08 | 4.05e—08 | 4.14e—08 | 3.99e—08 | 4. 16e—08
state
(1.29) (1. 26) (1. 24) (1.24) (1.27) (1.22) (1.28)
Industry = s 3 & = = 2
Province X year 7 2 2 2 2 2 2
6.011 5.479 10.59 10.43 10. 92 10. 33 10. 46
ki el
(0. 93) (0. 86) (1.57) (1.61) (1.63) (1.55) (1.57)
VA5 i R2 0.163 5 0.163 4 0.164 1 0.163 7 0.164 0 0.163 6 0.163 8
FEA T 5 254 5254 5 254 5 254 5254 5 254 5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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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S

(€73 (2]
1971 3 717 858 429 539 18 551 2 306 870 38,5 0.8
1972 4022 289 520 876 24 759 2526 172 B7.8 1.0
1973 4 470 550 573 746 36 922 2 933 726 35:2 1.8
1974 3931 842 801 678 42 218 2172 382 45. 8 1.9
1975 4 567 854 857 882 45 480 2 755 452 40.7 1.7
1976 5027 792 646 764 40 416 2 421 444 52.6 LT
1977 5 431 045 3030 352 41 395 2 442 088 55.8 1.7
1978 5975 968 3166 090 54 517 2 864 395 53.0 1Y
1979 6175 771 375 098 64 808 2 865 481 54.7 2.3
1980 7 038 108 351 945 46 285 2 732 448 61.8 L.
1981 6974 131 431 994 31 877 2 574 014 63.5 1.2
1982 6 881 586 287 565 35 295 2 629 316 62.3 1.8
1983 7151 888 316 512 37 281 2 872 657 60. 4 153
1984 7073173 553 010 44 128 2 564 291 64. 4 1.7
1985 7 646 816 5183 751 52 225 2 515 290 67.8 il
1986 7 809 809 5199 983 73 466 2 683 292 66. 6 2.7
1987 7 891 087 983 900 108 339 3015 526 63.2 3.6
1988 8 198 400 825 325 150 629 3523 704 58.9 4.3
1989 9 052 406 776 658 195:312 4 471 060 52.8 4.4
1990 9 947 972 864 014 251 169 5 335 127 48.9 4.7
1991 9 753 069 772 257 195 455 5176 267 48.9 3.8
1992 9 378 694 655 016 185 556 4909 234 49. 6 3.8
1993 8493 943 095 704 207 319 4 605 558 48.2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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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7 802 037 BbTZT2 295 476 4524 741 45.8 6.5
1995 7610 533 3180 197 401 836 4832172 41.8 8.3
1996 7 864 676 3232 330 439 638 5071 984 41.1 8.7
1997 8491 480 3998 664 371113 4 863 929 47.1 7%
1998 8 055 763 3684 760 371113 4742 116 45.7 7u8
1999 8097 082 3 757 460 — s s =
2000 8359 434 3795 852 267 767 4 831 349 45. 4 5.5
2001 8117 563 3568 716 268 560 4 817 407 44.0 5.6
2002 8 618 354 4012 373 272 994 4 878 975 46.6 5.6
2003 8478 328 4080 498 275 194 4673 024 48.1 5: 9
2004 8720 385 4214 027 269 198 4 775 556 48.3 5.6
2005 9 016 735 4 363 168 264 729 4 918 296 48.4 5.4
2006 9 754 903 5 295 497 259 562 4718 968 54.3 5.5
2007 9 944 637 5811 959 262 996 4395 674 58.4 6.0
2008 9928 143 5915 429 206 278 4218 992 59.6 4.9
2009 6862 161 3208 639 167 889 3821 411 46.8 4.4
2010 8310 362 4 275 366 213 283 4248 279 51.4 5.0
2011 7158 525 3929 904 260 707 3489 328 54.9 3
2012 8554 503 4198 494 300 594 4 656 603 49.1 6.5
2013 8189 323 4 065 519 331 286 4 455 090 49.6 7.4
2014 8277 070 3835595 319 677 4761 152 46.3 6.7
2015 7 830 722 3970 003 313 081 4173 800 50.7 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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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458 254|171 404|180 849|240 382|168 856|139 783| 57 623 417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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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877 656 171 734 15 244 721 166 19. 6 2.1
1967 1375 755 245 947 14 352 1 144 160 17.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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